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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者注）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上。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新中国与旧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再者，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界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但是，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了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2001年6月


前言

为了说明本书的研究范围，有必要先对新媒体这个概念进行基本界定。

新媒体在今天是一个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会有不同的指向。新媒体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无法给予它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在本书中，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传统互联网（基于万维网等应用方式）和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

当下很多对“新媒体”的研究仅以特定的媒介或技术特质来区隔“新”与“旧”，有学者对此现象提出了批评，并提出，要真正界定新媒体，需要考虑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取向、人与技术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取向以及行动场所的界面取向，对于媒体的“新”“旧”的界定可以从信息生产的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三方面来衡量，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
[1]

 ，这样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书主要落脚于用户的研究，而用户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无疑与新的媒介技术相关，因此本书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新媒体的技术特质及其影响，但从用户的视角，我们同样也在时时回应上述三种可供性的问题。

“新媒体”这个词本身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在美国，这个词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在中国，新媒体与互联网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很多时候，人们也不做区分。在本书中，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在谈及一些总体现象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体这个词，而在分析一些具体情境和应用时，会比较多地使用网络、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等词。

虽然传播学者对新媒体、互联网的关注，总是基于其“媒体”和“传播”属性，但在今天，我们需要同样关注与媒体属性交织在一起的新媒体的“社会”属性以及“经济”属性。另外，新媒体也在某些层面重新定义传播，在当下，是社会化媒体应用对大众传播的重定义，在未来，将是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趋势下“物”和“机器”对传播的再定义。从专业传播到万众皆媒，再到未来的万物皆媒，新媒体对于传播的不断改写过程，也正是用户的角色不断变化的过程，而这种角色变化也导致了人与媒体、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不断变化。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本书从三个关键视角来观察媒体中的用户。

其一是节点化的用户，即将新媒体用户放在新媒体的传播、社交关系、服务这三种网络的节点这样的角色上进行观察。虽然新媒体用户这样的表达早已被接受，但是，将用户视作网络节点的思维，并不普遍。我在2009年发表的《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以及2012年发表的《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这两篇文章中，在反思Web2.0兴起以来互联网中人的关系模式变化以及传播模式变化的同时，已经意识到，新媒体用户已经成为网络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这样的判断也在不断明晰。用户成为网络传播结构和网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曼纽尔·卡斯特和范·迪克在提出各自的“网络社会”概念时所预见到的，尽管他们对于网络社会的界定不尽相同。而今天新媒体经济的发展，也凸显了用户在另一种网络中的节点化意义，那就是服务网络。作为节点的用户，推动了新媒体在传播、社会、经济方面的演进，而同时，人-人、人-内容、人-服务等连接的链条对他们的影响甚至钳制也越来越深重。

其二是媒介化生存的人。我们应意识到，对新媒体用户的研究，本质上也是对新媒体时代人的研究。今天的新媒体用户还受到移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智能技术等多种新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们以数字化方式生存在交错的时空中，数字化生存赋予了他们新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感，又从不同维度镜像着现实社会和现实自我。这种数字化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化”生存。媒介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关系。理解这些新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时代的人。

其三是赛博格化的人。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在促成人的“赛博格”化，也会使得人-机关系成为未来重要的传播关系。智能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机关系的新走向，也会带来各种全新问题。虽然本书只是刚刚触探到这些问题的皮毛，但也试图以此呈现面向未来的研究意识，并以此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呼应。

当然，即使只是聚焦于这三条线索，本书所涉及的仍是一个巨大的框架，有太多问题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展开，因此，本书只是一个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注释：


[1]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


第一部分　节点化的用户

新媒体技术与应用的发展，使得用户作为网络节点的地位日益突出，既体现为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也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和服务网络中的节点。作为节点的用户既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可能因此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同时也会受到更多的约束。


第一章　新媒体发展的三条线索与用户的“节点化”

虽然在研究者眼里，新媒体这个概念早已出现，但对用户来说，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才真正开启了新媒体时代。而在新媒体几十年的演进过程中，用户也处于不断的运动中，这种运动尤其表现在他们与媒体关系的变化、他们在新媒体中的角色变化等方面。今天的新媒体用户，具有一种典型的角色，那就是“网络节点”。这与新媒体在三条线索上的发展相关：一是传播渠道与模式的变化，二是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的属性的强化，三是新媒体应用与网络经济模式的发展。


第一节　从门户时代到泛媒时代：新媒体传播的演变

互联网虽然被称为“新媒体”，但早期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传播渠道，基本还是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的延续，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渠道的扩张，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深层变化，逐渐呈现出万众皆媒、万物皆媒的“泛媒”化景观。

一、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扩张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之初，最先出现的传播渠道是门户网站，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门户网站一直独领风骚，但门户网站是传统媒体传播模式的延续，这也意味着，它的用户，在很大程度上也扮演着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的角色，尽管网络赋予了受众更多的选择权和互动性。

但是在门户网站之后出现的搜索引擎，以及此后兴起的各种新类型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分发平台（如图1-1所示），逐步打破了门户网站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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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新媒体信息传播渠道与分发平台的延展



以上这些信息传播渠道或平台，对内容的聚合与分发思路不尽相同，不断出现的新渠道，不仅丰富了用户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使得用户在内容分发中扮演起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一）门户网站、资讯客户端：编辑把关+大众化推送

门户网站的兴起，对传统媒体渠道形成了第一轮冲击。门户网站作为内容的集成商，可以将多个媒体的内容聚合在一起，再以编辑的判断为基础进行内容筛选，将媒体的内容以无差异的方式推送给大规模用户，人工判断在内容分发中仍然起主要作用。移动时代的综合性资讯客户端，扮演的作用也是类似的。

门户网站、资讯客户端等整合类平台虽然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但从传播机制与模式来看，与传统媒体的点对面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从用户这端来看，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同质化的，用户在内容生产与传播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二）搜索引擎：多源搜索+算法调度

搜索引擎兴起后，它作为信息分发工具的作用也凸显出来。搜索某个关键词后内容的排序，决定了相关内容及其生产者被用户点击的可能性高低。

搜索引擎同样是对广泛的信息来源进行搜索，但算法决定了搜索结果的排序，这种算法更多的是对传播者及其内容的一种权重衡量。搜索引擎虽然自身并不生产内容，但是，它们对于网站流量的调度作用是明显的。

搜索引擎将用户的搜索请求作为信息整合的起点，这也意味着，用户在内容消费中的主动性开始得到重视。

（三）社会化媒体：人际网络+大众传播

在成为人们的社交空间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也开始成为新的内容集散与分发地。社会化媒体对于整个新媒体新闻及其他公共信息传播的模式与结构影响都是深层的，它将公共信息传播带向了社交化传播。

在社会化媒体里，由社交网络构成的人际传播渠道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在这些平台上，媒体内容的再分发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激活的人际传播网络的规模。

以社交网络来传递公共信息，这是大众传播出现之前的公共信息传播模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是一种“回归”。但是，由于互联网形成的社会网络规模的巨大，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效率，是以前的人际传播无法企及的。

这样的一种传播模式，也使得信息的筛选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职业媒体人进行的信息“把关”，在社会化媒体中受到用户的“鼠标投票”的冲击。

（四）个性化推荐平台：个性分析+算法匹配

近年公共信息传播中的一种新现象，是类似于“今日头条”这样的客户端的出现，它们以“个性化”为卖点，为内容与用户间的匹配提供了一个新维度的依据。换句话说，内容与其特定的接收者之间是由算法为“媒”进行匹配的。

个性化算法是搜索引擎算法的一个升级，它是针对每个具体的个体的，把个性作为算法中的核心变量，凸显了个人偏好的意义。个性化算法在未来还会进一步优化，对用户需求的解读能力与匹配精确度还会不断提高，但是，显然，用户的信息获取不能仅仅依靠个性化推荐。

个性化算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人们在信息消费中付出的成本，但是它是以小灶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投喂，这可能会使人们产生消化疲劳与厌食。即使用户并不抗拒，如果个性化算法只是一味迎合用户的阅读偏好，也容易造成用户视野的狭窄，使他们越来越失去对外界环境的全面感知。面对沉浸在个人天地里的离散的个体，社会整合将变得越来越难。

因此，作为对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平衡，面向大众的常态化的公共化信息推送，仍然是必要的。

（五）视频和VR/AR平台：临场体验+社交传播

随着网络视频的发展和VR/AR应用的深化，视频和VR/AR平台，也将成为一种新的公共信息分发平台。

视频和VR/AR的优势在于直观的视觉感受和临场化体验。从新闻呈现的方式看，网络视频直播和VR/AR技术，重新定义了新闻现场。在这些新的新闻现场里，用户可以较少受到传统电视直播中记者、摄像、导播等视角的限制，特别是在VR/AR新闻里，人们可以直接“进入”现场并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观察与体验，他们对于新闻的认知，也更多取决于自己的临场观察。

在这些平台上，内容分发也会较多借鉴社会化媒体的模式。社交关系对于视频或VR/AR信息的传播，也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专业化服务平台：生活场景+资讯推送

除了以内容生产与传播为核心的上述平台外，一些原来是以生活服务为核心的网络平台，也在某些领域里媒体化。如淘宝、高德地图、墨迹天气等已经整合了一定的新闻或资讯内容。它们的优势是与某种场景相关，容易成为某个方向上的“入口”。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垂直性的资讯内容可以通过这些服务类平台流向用户。这类平台，同样需要以对用户个体的分析与把握为前提。

在未来，上面的一些平台也可能会相互融合，成为混合型的平台。

以上简单梳理了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演变线索以及不同渠道的分发逻辑。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将在后文中进一步分析。

二、新媒体传播模式的变化

在内容传播渠道的延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基本单元，也从过去承载内容的网页，演变成连接关系的“个体”。互联网的重心，从内容向“人”迁移。而网络传播模式，也从曾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Web1.0时代的“大众门户”模式向今天的“个人门户”模式迁移。

（一）Web1.0时代的“大众门户”模式

Web1.0时代，以WWW（万维网）网站为主要平台、以网站的内容为核心的传播模式，可以称之为“大众门户”模式（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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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大众门户”的传播模式



大众门户模式是传统大众传播的“点对面”模式的延续，在这样的模式下，网站扮演着互联网传播中心的角色，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心，是依靠它提供的丰富内容。网站以内容聚集起用户，由此带来流量。

在大众门户传播模式中，用户仍然是线性传播的一端，且网站与用户（传播者与受众）的地位是天然不平等的，网站对于传播的控制权力是强大的，网站的编辑对于内容的取舍直接影响着网民获得的信息的范围与质量。网民在信息获取方面仍然是被动的。他们可以浏览网页，但并不能直接对网页进行修改。即使有一定的反馈手段，如留言、跟帖，但是反馈功能的开关控制在网站编辑手上。

面对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网民，网站只能提供无差异的信息供给。这是其“大众”门户的另一层含义。

在大众门户模式下，网站传播效果只能以用户规模来进行粗略衡量，而无法对信息的准确落点进行统计和分析，也很难对用户的信息阅读深度进行判断。网站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用户规模的竞争。

尽管Web1.0时代的网站难以计数，但是，大浪淘沙之后，真正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影响力的网站，仍是有限的。整个互联网最终会集中在某几个强势的门户网站上，这些网站也就是整个互联网中的传播中心。

（二）Web2.0时代的“个人门户”模式

在基于WWW技术的门户网站的影响力进入鼎盛时期后，各种与之思路不尽相同的新的技术也出现了，其中P2P的技术，已经初步显现出去中心化、以个人用户为基础节点的思维。

P2P技术，也称为对等网络（peer to peer）技术，这是一种网络结构的思想。它与Web1.0时代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客户端/服务器（client/server）结构（也就是WWW所采用的结构方式）的一个本质区别是，整个网络结构中不存在中心节点（或中心服务器）。在P2P结构中，每一个节点（peer）大都同时具有信息消费者、信息提供者和通信等三方面的功能。在P2P网络中每一个节点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
[1]

 曾经风靡一时的Napster应用、BT下载工具等，都是典型的P2P技术应用。

这样一种应用思维，与互联网本身的基本结构设计及终端连接思路是一致的。

1969年诞生于美国的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ARPAnet）一开始就采用了被称为“分布式”的结构，这种结构的通信网是对于“集中型”和“分散型”网络结构的一种更新。后两者在电话网中非常常见，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些中心交换点构造起来的。分布型网络去掉了中心交换点，形成了一张由许多节点连接而成的网络，每一个节点都有多条途径通往其他节点。采用分布型结构，使得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被破坏后都不会影响到其他节点之间的通信。

“分布式”的网络结构，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也使得互联网的基础结构从一开始就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虽然后来WWW应用强化了门户网站的中心地位，但P2P重新强化了去中心化、依赖每个节点的分布式结构思维。尽管P2P技术并没有完全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但是，Web2.0的发展，将P2P的某些传播特性继承了下来。

在Web2.0及其他技术的推动下，一种与“大众门户”完全不同的“个人门户”的模式逐渐浮出水面。

图1-3显示了个人门户传播模式的一个微小的局部，它的传播网络是由无数的网络节点（用户）及它们之间的多元连接共同构成的人的关系网络。个人门户的传播模式主要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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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个人门户的传播模式



其一，每一个节点成为一个传播中心。

在个人门户模式中，每一个网络上的节点都是一个传播中心。每一个节点同时扮演着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多重角色。这些节点既包括个人用户，也包括媒体或其他机构用户。每个节点都具有内容生产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某些时候，网络中的内容生产是由多个节点共同参与的分布式生产。

其二，关系成为传播渠道。

在这种模式中，信息沿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流动。节点的社会关系（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说，便是“社会网络”）成为信息流动的渠道。换句话说，在这种模式中，传播是“以人为媒”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中，关系渠道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着信息的流动广度。传播者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向对用户“关系”的争夺。

其三，社交和分享成为传播动力。

在个人门户的传播模式中，社交和分享是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动力。人们基于社交的需要而不断发布内容，这些内容也作为社交的“谈资”被他人分享。反过来，社交因素常常也有助于推动人们对某些内容的关注。

其四，社交关系网络成为信息的个性化筛选网络。

经由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信息传播，更好地实现了信息消费的个性化。正如互联网研究者谢文指出的：“与以往的信息解构与重构的思路不同，Web2.0着重在用户群的解构与重构。经过现实社会过滤和筛选后，由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社会关系组成的信息网络自动承担了网络信息的选择、过滤、传播和互动任务，使得信息与用户之间的相互匹配过程更自然、更精准、更智能、更高效。”
[2]



其五，传播多层次，且传播路径易于观察。

基于个人门户及其社会关系的传播是多层级的，信息需要经过多次传播才能不断扩大传播效果，但是，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很容易推动“裂变式”传播的形成。

在这样的传播网络中，每一次信息传播的过程，都可能出现信息的变形——例如，网民在转发信息时附加自己的意见，或者对于原始信息进行增减。其中，意见的附加更为突出。因此，信息传播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复制过程，而是信息的不断再生产过程。

虽然传播层级多、路径复杂，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直接观测到信息流动的每一个路径及落点，以及用户的信息阅读的深度、信息引发的意见等。

从传播格局上看，个人化门户模式，带来了一个“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过程。

这样的传播模式，理论上意味着每一个传播者的起点是相对平等的。即使是专业化媒体，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关系渠道，其内容也难以实现有效传播。相反，即使是普通个体，如果善于经营关系，也能在这个平台上形成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对传统的传播格局的一个去中心化过程。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网络中就不再有中心。个人门户传播模式实际上同样会加速网络话语权力的分化，特别是在个体用户层面，因此，最终网络中还是会出现新的权力中心。

目前的“个人门户”主要建立在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个人账号基础上。但未来的个人门户可能出现在前文中提到的各种资讯分发平台中。在未来的个人门户中，信息传播、社会交往、电子商务甚至工作、学习的功能都可以集成在一起。每个人的个人门户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人门户既是人们与外界进行双向信息交换的“窗口”，也是他们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的平台，同时还是网络化生活与工作的基点。这种个人门户的形成，使得人们对于门户网站、客户端的直接访问逐渐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媒体自建渠道的地位被削弱，由此也带来了传媒业格局的变化。

三、新媒体传播主体的扩展

传播渠道与模式的变化，带来了“万众皆媒”的景观，过去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已经扩展为全民参与的传播。

万众皆媒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来源，也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们的社交网络成为主流的信息传播渠道之一，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虽然没有完全失效，但其作用范围正在缩小。

除了个体外，政府机构、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也开始通过自己的渠道来进行信息发布，与公众沟通，在出现危机的时刻，这些渠道也成为其公关渠道。在整个内容生态中，这些组织也成为重要的一类传播者。

进一步，在未来信息生产系统的各个环节，参与主体将不仅是人，机器及万物都可能成为信息的采集者，而机器也可以完成信息的智能化加工。这意味着掌握着智能机器和传感数据的IT企业、物联网企业，也将成为信息生产系统中的成员。一个新的“万物皆媒”的时代也将到来。



注释：


[1]
 程学旗，等.P2P技术与信息安全［J］.信息技术快报，2004（3）.


[2]
 谢文.互联网的解构与重构［EB/OL］.（2010-12-30）［2019-11-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3a2b800100nlwr.html.


第二节　从赛博空间到互联网社会：新媒体社会属性的强化

对于用户来说，新媒体不仅仅是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是他们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依存空间。在复制、拓展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同时，新媒体自身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的属性也日益明晰，而线上、线下社会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一、赛博空间、虚拟社会与网络社会

互联网早期，常常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 Space）。

“赛博空间”这个词起源于加拿大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他在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cromancer）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这一术语。

有研究者将赛博空间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人们的直觉可以摆脱物质身体的束缚而在赛博空间独立存在和活动；赛博空间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而穿越时空；赛博空间由信息组成，具备操控信息能力的人在赛博空间拥有巨大的权力；人机耦合的电子人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
[1]



互联网兴起后，我们看到，赛博空间已不再是一个科幻名词，而是在某些方面变成了现实。而近几年随着移动传播、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电子人或者赛博格的概念也再次受到关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社会”这样的提法也开始出现。对于网络中的虚拟及虚拟社会的含义，并没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解释。哲学研究者更偏向从符号化、中介化的视角来研究虚拟性，如，哲学研究者刘友红认为，虚拟即是符号化，符号化是人创造意义生存的活动，与之相联系，“虚拟”生存就是作为人的文化生命存在的意义符号生存
[2]

 。哲学学者陈志良认为，虚拟作为一种中介方式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中介方式。虚拟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拥有了两个生存平台：一个是现实的自然平台，一个是虚拟的数字平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平台与数字平台，相互交叉，相互包含，从而使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3]



而社会学者则更关注虚拟化社会中人的关系实质。如有学者指出，“网络社会”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电脑-人”的关系，但本质上仍然是“人-人”的关系。网络社会中有很多东西是虚拟的，但这些只是网络社会中的一部分。当然，网络社会也有其特殊性，互动的双方都不再有“身份感”，网络社会中“个人-个人”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情感人-情感人”的关系。
[4]

 进一步，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数字化决定了网络的社会功能和由此构建的关系网络具有虚拟的特征，但是当“虚拟”也是一种真实（“an objective reality”）时，网络社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实存，一种人类生存的全新的方式。
[5]



进入Web2.0时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真实身份出现在各种网络社交空间，社交平台所连接的，也更多的是现实的社交关系，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将互联网称为网络社会而不再是“虚拟社会”。

但“网络社会”这个概念在其起源阶段，并不完全等于互联网社会。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他将网络社会界定为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结构，以此指称新经济所带来的与信息化、全球化相平行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它在信息时代社会里扮演了核心角色。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延伸。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能够创新而不致威胁其平衡。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6]

 全球金融流动网络、欧盟的政治网络、新媒体网络、跨国企业等都可以看作这样的网络。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还将“流动的空间”作为网络社会的空间特征，他认为，流动空间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个层次，流动空间的第一个物质支持，是由电子交流的回路所构成的；

第二个层次，由其节点（node）和核心（hub）所构成；

第三个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
[7]



卡斯特关于流动空间的要素的梳理，也为我们研究互联网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流动空间提供了基础。

二、互联网社会的特征

尽管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这个概念并非只是针对互联网社会的，他说的“网络社会”，强调的是“网络化的社会”，但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以计算机网络这一电子交流的回路所构成的互联网社会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网络化的社会。

卡斯特指出，新信息技术范式为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
[8]

 而互联网技术正是这些信息技术范式中最重要的一个。

互联网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的社会形态，但它的发展总是基于特定的互联网空间与结构特征的。

（一）互联网社会空间特征：解除现实空间约束的“流动空间”

互联网社会可以轻易地实现跨越物理空间的交流，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可以跨越地域、自由穿行。现实社会对人的社会交往形成极大约束的空间这一障碍，在互联网社会中被突破了。

现实社会中，一个个体只能进行一个时空中的“在场”交流，而在网络社会中，个体可以同时与多个对象进行“在场”交流，虽然这种“在场”经过了网络这一中介，但是，交流却是实在的。

互联网在解除物理空间和身体约束的同时，更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关系网络的约束。在网络中，人们不仅可以与原有的强关系对象保持密切关系，也可以将现实空间中的弱关系（互动频率少）和弱连接（非直接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和强连接。人们可以按照社会资本（第三章将对此做详细介绍）和利益的需要来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社会的空间也是流动的。

因此，从几个方面来说，网络都把现实空间对人的约束解除了。但同时，互联网也在创造一种新的空间，这种空间也是由电子回路、节点和枢纽构成的，契合卡斯特所说的流动空间的特征。

（二）互联网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个体化节点与服务性枢纽

用卡斯特“网络社会”的思路来分析互联网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社会有两个基本结构要素：


1.互联网社会基本节点：拥有多重虚拟角色、可自我定位的个体


像现实社会一样，互联网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在互联网中，这些个体成为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中的“节点”，这与传统社会的关系模式是不一样的。

与卡斯特类似，何塞·范·迪克（J.V.Dijik）也提出了与传统大众社会相对立的网络社会的概念。虽然她对网络社会的界定与卡斯特不尽相同，但她也同样强调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的独立存在地位，“网络社会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了与网络相连的个人”
[9]

 。

范·迪克对大众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如表1-1所示。


表1-1　大众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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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M］.2版.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33.

在范·迪克看来，相对大众社会，网络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而在大众社会，基本单元为集体。虽然他说的网络社会也不等同于互联网社会，互联网却是这样一种网络社会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成为网络的节点，意味着个体价值的上升。

从传播结构角度看，每个节点对网络都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例如，作为信息流动网络的一个节点，每个人都可以控制自己这个节点的“开关”，推动或阻止信息的流动。

每个个体节点都连接着广泛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便成为影响网民行为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个体拥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社会性能量的更多可能，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随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广度与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社会连接单元的个体节点，也承载和连接着各种社会资源，在网络的协同（例如共享经济）中，这些节点也可能成为资源的贡献者。

个体成为互联网社会的基本节点，也为他们获得更多社会性权利和权力提供了基础，网络赋权首先也是面向成为节点的个体用户的。

另一方面，网络中的个体是以符号的方式进行虚拟化生存的，这意味着个体可以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多重设定，自由分解。每一个角色设定与表演的背后，都包含着现实的线索。

同时，互联网社会的个体具有更强的自我“定位”能力。网络中的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选择，对于互动对象与方式的选择，对于网络群体与网络活动的选择等，都具有更多主动性和选择权。这种主动性使个体可以更多地依照自己的意愿来确定自己在网络社会中的位置。而网络社会的形成正是基于个体的自我定位。


2.互联网社会中的枢纽（hub）：网络服务平台


对于网络社会构成来说，网络服务商和各类组织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扮演的作用是网络的“枢纽”。

按照卡斯特关于流动空间的定义，“枢纽”是交换中心、通信中心，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使整合进入网络的一切元素顺利地互动。
[10]



互联网社会人与人的相聚和互动总是基于各种“枢纽”：无论是互联网早期出现的新闻组、BBS，还是此后的门户网站，或是今天的各种社会化媒体平台和服务应用；无论是以内容为核心的平台，还是以社交或服务为核心的平台。

这些枢纽不仅决定了互动的具体手段与形式，也决定了人们的关系模式。以内容为核心的平台中，人们的关系多是围绕话题展开，某些时候会因为观点、立场、态度的原因形成结盟或对抗关系；以关系为核心的平台里，人们往往在社会资本的权衡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以服务为核心的平台里，人们的关系更多地围绕商品与服务展开，关系是“用完即走”的。每个平台的具体规则，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关系的深度、持久力与影响力。

这些平台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益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平台中的产品与规则，也影响到平台中互动的秩序。

现实社会中的那些调控因素，如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管理，也是通过这些枢纽才能发生作用的。

（三）节点互动：影响互联网社会结构的关键

互联网社会的整体结构形成，与个体节点间的互动有着直接关系。


1.节点间的作用方式：形式多样、结构多元的中介性互动


广泛的连接意味着广泛的相互作用。互联网将人们之间的互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网络社会互动不是面对面的，而是依赖网络空间这一“中介”的。这意味着，这种互动具有技术依赖性，网络及相关技术的水平直接影响着人们互动的方式、手段，以及广度与深度。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互动也带来了不同于面对面互动的新体验。

在互联网的早期研究阶段，美国学者约翰·舒勒（John Suler）在其研究报告《网络空间的基本心理特征》中指出：虚拟的网络空间与人们内心体验世界的真实大不一样，数字化的人、关系和群体使人类相互作用的时间和方式得以延伸，他对人类在网络空间这一新社会领域中独特的心理体验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9种特点：有限的感知经验；灵活而匿名的个人身份；平等的地位；超越空间界限；空间延伸和浓缩；永久的记录；易于建立大量的人际关系；变化的梦幻般体验；黑洞体验（作者所说的黑洞体验，是指在网络中得不到信息或反馈的情形）。
[11]

 舒勒提到的很多心理体验都与网络中的互动相关。虽然他的研究是针对互联网早期的情形的，但他总结的很多特点仍然适用于今天互联网社会中的互动。

中介性互动也使人们互动时使用的手段与面对面交流时有所不同，它会强化某些手段而弱化另一些手段。

但互联网社会的互动形式是多元的，它以多种手段在多种平台展开。互动的结构，既有一对一、一对多的，也有多对多的。多元化的互动，使得互联网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在多道并行同时又相互交织的线索上展开。

互联网中的互动营造了一种新的网络场域。学者夏学銮认为网络场域是由网络行动者创造和维持的即时网络互动情景。网络场域具有主体性、即时性、现场性和情景性的特点。相同的网络行动者、相同的网络时间、相同的网络空间和相同的网络感受四个要素构成了网络场域。
[12]



互联网社会中的互动及其结果，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映射”，但这种“映射”并不完全是现实社会的“原样镜像”，有时它是对现实社会的放大，或缩小，或变形。但是，这些对现实社会的“不真实”反映却恰恰可能揭示现实社会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隐藏、掩盖起来的问题，所以，它与现实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人类社会。


2.节点的聚合单元：群体


尽管互联网社会的最基本节点是个体，但是，能对互联网以及现实社会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互联网单元，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群体是个体节点的主要聚合方式。

网络中的群体概念可大可小，有时群体体现为特定的小群体，有时则会体现为整个网民群体。研究者对于网络中的群体也有不同的称呼，例如：网络社区、网络社群、网络族群、网络圈子、网络圈层等。第三章将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进行系统梳理。

个体可以同时分属不同群体，他们可以在不同群体中找到不同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归属感。

只有当个体的影响力被聚合、提升到群体的层面上，互联网社会系统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例如，网络舆论多是群体性的意见，对社会产生实质影响的网络行动也常常是群体性行动。网络文化，也是以群体文化为单位的，群体文化是个体的社会归属需要的产物，也是推动网络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

（四）网络社会权力结构：开放、流动

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互联网社会是基于个体的自由定位而形成的。因此，互联网社会的结构，未必会完全沿袭现实社会的社会阶层、社会关系。在它发展初期，它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形成一种扁平的、平等的社会结构。

但是，当互联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的社会分层也会出现，尽管这种分层并不完全基于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它更多的是技术的拥有与能力不均等所带来的权力落差，以及以网络互动为基础形成的网络话语权力分化。

卡斯特指出，网络化社会的流动空间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同样，互联网社会也会出现精英阶层。他们更多地表现为话语上的权力，例如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是否会像卡斯特所说的，形成与其他阶层隔绝的、自己的“社区”，目前还难以判断，但是，权力的分层是必然会出现的。

网络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会生成新的社会分层，也会出现社会群体的再构建。这种再构建，使网络中的个体可以脱离现实的社会群体的局限，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社会文化。

与此同时，当网络社会不断演进时，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会开始渗透到网络社会，对网络社会形成干预，但是，这些干预力量也可能受到网络社会的抵抗，因此，在互联网社会成熟的过程中，它的结构更多的是网络“本土”的力量与现实力量的博弈结果。

但是，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网络社会的权力结构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各种因素都可能导致某些精英阶层成员或权力中心失去其位置，同样，也有很多因素可以推动某些个体的权力上升。虽然网络中的群体（关系上的群体或立场态度上的群体）可能相对固化，但是，权力结构是具有较大的流动性的。

对于网络社会中的互动模式及其影响，本书第三章将做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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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友红.人在电脑网络社会里的“虚拟”生存：哲学范畴的思考［J］.哲学动态，2000（1）.


[3]
 陈志良.虚拟：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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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虚拟经济到“互联网+”：网络经济的发展与服务模式的扩张

早期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认识，主要在“虚拟经济”这一层面，也就是将网络从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单纯关注由虚拟互动带来的经济可能，而今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网络经济不仅仅是虚拟经济，而是现实与虚拟互动的结果，“互联网+”这一概念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互联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马化腾认为，“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
[1]



在各种与“互联网+”及互联网经济有关的新思维、新模式的思考中，共享经济、社群经济、场景经济、数据经济等提法尤其受到关注，它们或许在今天还难以被称为完整的经济模式，但它们的出现，有助于推动新媒体时代新经济的研究与实践。

一、共享经济：需求-资源的新连接模式

近年兴起的网约车等应用，不仅仅是连接线上与线下的服务模式创新，更体现了共享经济（也被称为分享经济）的思维，尽管这些新应用在发展中也备受争议，但是，共享经济这样一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共享经济”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源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琼·斯潘思（Joel Spaeth）两位社会学教授，1978年他们在其合作发表在《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的论文《社区结构和协同消费》（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了与“共享经济”相关的概念“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2]



而相较“协同消费”这一概念，从其发展而来的“共享经济”，不只是关心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和共享，更关心促成这种协同和共享的平台和机制。在美国，对于“共享经济”的一种界定是，利用移动互联网将闲置或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包括时间、空间、物体）等就近向需求者提供及时服务，互联网平台对供需进行资源组织和调度管理，形成事实上的产品品牌，平台上的服务供应方以独立承包商身份向需求方提供服务，平台收取服务佣金。
[3]

 今天被广泛认同的共享经济的典型，如Uber等租车应用、Airbnb等，都是符合这个界定的。

国外学者雷切尔·波特斯曼（Rachel Botsman）把“共享经济”分成了三种类型：产品服务体系（闲置资源利用）、市场再流通（二手交易）和协同式生活（时间、技能或者空间等隐性资源的交换）。
[4]



在对共享经济进行界定时，有一个方面存在分歧，那就是资源的所有者是否一定得是用户，例如，共享单车是否属于共享经济？按照早期对共享经济的定义，共享经济的资源来源于用户，共享单车显然不属于此列，但是，从使用权的共享角度来看，它似乎又可以纳入共享经济的范围。

今天关于共享的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共享即“共同拥有”和“共同分担”。
[5]

 这个观点可以使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兼容更多的内涵。或许共享经济的主要特征，不在于资源是谁提供的，而在于资源的共享及资源供给者、使用者之间的协作。正如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强调的，“共享经济”的本质在于“协作多于竞争”
[6]

 ，而共享经济也可以使边际成本不断降低，甚至趋向零成本
[7]

 。

《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的作者、创办了汽车共享公司Zipcar的罗宾·蔡斯（Robin Chase）认为，科技的优势体现在我们能让大企业和个人之间有一个融合，大企业能把自己的价值直接嫁接给个人。公司未来的发展模式应当是H2H——个人对个人（human to human）。社会也将从一个消费者社会奔向一个协作型社会。
[8]



共享经济的实践者贝尼塔·玛托夫斯卡（Benita Matofska）则指出：“人是分享经济的核心，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可以是个人、社团、企业、组织、联盟等任何一个可以深入高效参与分享的组织形态。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向这个分享系统贡献，并从中获益。”
[9]



研究者对于共享经济意义的关注，也不仅停留在共享与协作方面，还注意到了它带来的“产权革命”。如有研究者指出，“共享”是一种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新产权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私有权的藩篱，让人们经历从所有权到使用权再到创造权的观念改变
[10]

 。学者姜奇平更是指出，这不亚于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又一次产权制度革命，它正在创造一个既非公有经济，亦非私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的新产权制度。
[11]



共享经济在今天受到重视，一个重要基础是“盈余”：时间盈余、知识盈余和资源盈余等。美国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曾提出“认知盈余”的概念，他把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作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
[12]

 ，除了认知盈余外，今天的网络用户还拥有其他盈余，这些盈余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被组织起来、被分享给需要它们的其他用户。而企业的盈余也将在共享经济的新平台与新模式下被发现与挖掘。当然，参与者们对盈余的贡献一定是以获得收益为目标的。

共享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资源的提供者与需求的满足者随时可以发生角色互换。这为参与者的利益获得提供了双向可能。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共享经济的价值，共享经济模式的实现，都依赖于可以共享的资源，同时也依赖于需求与服务或资源之间的实时、高效率的匹配、连接。而这多数时候建立在节点化用户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模式上。

二、社群经济：以社群集聚用户生产力

互联网中，人群在以各种方式聚集，网络社区、网络社群、网络族群、网络圈子、网络圈层等概念，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群的聚合模式，虽然这些概念有些差异，但是，这些概念的出现以及相关研究的兴起，说明网络人群聚合的意义在不同角度与层面被发现、被重视。

在国内的研究中，早期研究者使用得较多的词是网络社区，而近几年，社群一词使用越来越频繁。相较社区这个词，社群这个词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空间上的汇聚，也反映了人群具有的群体意识，它是一种比社区更紧密的聚合模式。后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在网络社群的价值被重视的基础上，社群经济的提法也在近几年出现。尽管这一概念也存在争议，目前并没有形成能被普通接受的关于社群经济的定义，甚至很多实践者与研究者也没有对它做出明确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网络集聚的集体力量的重视。

新媒体实践者吴晓波认为，在商业上，社群的意义有三条：其一，社群能够让消费者从“高速公路”上跑下来，形成真实的闭环互动关系，重新夺取信息和利益分配的能力；其二，社群让互动和交易的成本大幅降低，从而令优质内容的溢价得以实现，而消费者的支付也得以下降；其三，社群能够内生出独特的共享内容，彻底改变内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单向关系，出现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谓的“产销者”。
[13]



社群经济目前主要有三种指向，一是将社群作为服务对象或营销场所，二是挖掘粉丝社群的价值，三是集合社群成员力量来进行共同创造或经营活动，让社群成为一种生产力。而第三种指向，被很多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是社群经济更理想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方向下，具有共同目标和群体意识是社群产生共同的行动力甚至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三、场景经济：基于场景感知与适配的新经济思维

虽然场景经济作为一个概念还没有正式被提出，但基于场景思维的服务，如网约车服务等，已经在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意味着用户处于极大的流动中，感知用户所处的“场景”，以便为他们提供更为便利、个性化的服务，也就是移动服务的基本思维。从场景视角来开发新媒体产品，推进线上、线下经济的融合，也将是一个大趋势，这也会推动着传统服务业的变革。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服务，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强调场景思维，首先是因为移动互联网中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得到普遍应用。LBS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或外部定位方式（如GPS）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持下，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这意味着，服务商可以对每个用户进行实时定位，并向不同位置的人们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服务。

此外，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的发展，也为用户所处的场景的数据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但场景并不只是与“地理位置”相关，与移动时空下用户状态相关联的，还有一整套“场景”要素。具体而言，构成场景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习惯、社交氛围等。同时，场景还需要区分共性化场景和个性化场景两个不同层面。共性化场景是在一般人群中具有普遍性、普适性的场景要素，对共性化场景的理解与运用，是移动服务的标配。个性化场景则是在特定时空下与个人特征相关的场景要素，对个性化场景的定位与利用能力，是未来的移动互联网竞争的方向。第四章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当越来越多的信息与服务依赖场景这一变量时，场景本身，可以成为信息组织、关系组织与服务组织的核心逻辑，可以成为信息-关系-服务等几者连接的纽带，未来的场景经济可能意味着，以场景为核心，来重新构建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入口。

个性化场景的应用是个性化服务的具体实现策略，而相关的场景要素数据的获取，也要以个体作为一个节点独立存在为前提。

四、数据经济：以数据为基础资源的新经济模式

在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数据专家涂子沛在其演讲中指出，未来经济是数据经济。所谓的新经济就是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为先导和核心的经济。而智慧、知识、信息和数据的关系是，信息是有背景的数据，知识是有规律的信息，机器获得大量数据之后为人类自动地提供服务产生智能，所以说数据是一切的基础，也是未来新经济的基础，未来的新经济也可以称之为数据经济。
[14]



有学者将数据经济进一步聚焦于大数据经济，并认为大数据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市场要素离散化（资本、劳动力及其他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要素的经济属性，均大规模地离散表达为数据或者结构化数据），信息壁垄数据化（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市场各方对信息生产、传递、处理、管理等能力上的差异性），经济关系网格化（包括基础的人际网络、交通网络、物联网络等实体网络，中间层的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络，抽象的信息价值关联网格三个层面），交易模式平台化。
[15]



同样，“数据经济”或“大数据经济”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确立，但是，从实践中可以看到，数据特别是大数据应用对经济的驱动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互联网+下的新业态将突出数据业务，“互联网+”最终使各行各业实现数据业务的主营化。
[16]



未来的医疗健康行业将是数据经济应用的典型行业之一，数据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借助相关智能设备记录的数据，人们更好地监测和管理自己的健康；其二是与健康相关的数据在未来有可能直接发送给人们的私人医生，使他们及时获得治疗方案；其三是基于大规模的用户数据的集中收集与分析，可以建立起医疗数据库和分析模型，这可以为病人和医生进行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支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金融业也会出现变革。这不仅表现为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兴起，还包括依托移动平台的理财产品、P2P模式的网络借贷平台（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小额信用借贷交易）、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等。移动互联网不仅可以提供方便的交易平台与手段，还可以通过大数据手段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如网络行为数据、社交关系数据以及网络黑名单等）进行分析，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即进行互联网征信。

除了医疗、金融等行业，其他传统行业的“互联网+”，也多是以数据资源为“+”的基础或纽带的。

对用户数据的采集与深层应用，也将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方向，O2O应用、场景应用以及共享经济平台，都离不开数据分析。

虽然数据经济涉及对象很广，它所依赖的数据资源来自多方面，但其中用户的数据资源，将是重要构成部分。

今天的用户数据采集主要集中于社交网站、电商类网站。但物联网技术在未来用户数据的采集中，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物的数据成为描述人的状态与环境的重要参数，而这些数据的采集，需要依靠物联网技术。

五、网络经济新模式中的用户角色

无论是共享经济、社群经济、场景经济还是数据经济，我们都可以看到，用户个体的意义得到强化，也就是说，新的经济模式多数时候是以节点化的个体为服务对象的，并力图从个体节点中获得可能的资源，无论是个体的数据，还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信息及其他资源或集体行动力等。

在这些新经济模式中，用户扮演着几重角色：

一是服务的需求者。当用户作为节点存在时，通过数据精准定位个体需求，已经变得可能。

二是数据的贡献者。无论是哪种模式的新经济，都需要用户数据作基础，有些数据是为了满足个体服务的需要，有些则是整体市场分析的需要。用户随时随地产生的数据，都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源，成为服务者向其提供服务的依据。

三是资源或服务的提供者。在共享经济等模式下，一部分用户也在参与服务。这就需要通过数据等方式发现与评估用户在某个特定方向下的资源拥有水平或服务能力，并且能在资源或服务的供需者之间建立起关联链条。同样的，作为节点的用户所拥有的资源可以更好地被发现，这既可以源于他们的主动行为，也可以源于对他们的数据分析。而在用户中的资源供需双方之间建立起关联，过去网络中常规的方式是传统的自发性的社区。有共同兴趣的人自发地集聚在一起时，供需双方也就建立了直接互动的可能。但在今天，对双方的匹配与关联的实现，已经不再限于这类社区，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中介平台，而真正完成匹配任务的，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打车类应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是集体生产力的创造者。共享经济、社群经济等，不仅需要用户个体的参与和贡献，也需要集体的生产力，即在共同目标下的协同行动和创造力。

五是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者。共享经济、社群经济等新的经济模式里，用户不仅是在生产与消费产品（包括内容），也在建设自己的文化共同体，共同的文化对于社群的持久生长及活力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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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媒体用户的新角色：三重网络中的节点

新媒体三条线索的演进，带来了三种网络的发展：传播网络、社会网络（人的关系网络）、服务网络。新媒体用户的角色，也从“受众”变成了网络的基础单元——节点。用户同时存在于三张网中，他们既是三种网络中具有独立存在感的节点，也成为三种网络的勾连者。用户也不再仅仅局限在某些封闭的网络社区或服务平台里，内容消费、社交和生活工作之间的“墙”在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一、传播网络中的个体节点

当个体利用自己在各种平台的账号构建个人门户的同时，也在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意味着每个个人门户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是一个基于个体意愿构建的传播中心。

这样一种个体化的传播中心，将个体作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消费者的三种角色集成在一起，由此引发了传播机制的一系列变化。

从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角度看，这样的个体化的传播中心，对专业媒体构成的传统的传播中心形成分权作用，个体的参与带来了分布式内容生产与传播。

从内容消费角度看，个体节点可以以自己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编织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里既有以社交关系为基础的信息筛选线索，也有以话题为核心的信息整合线索，有时还会夹杂着平台、算法等其他的引导线索。虽然个体在构建信息网络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被动的。

当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节点来进行信息消费时，他们的选择性心理也可能会被强化，但是，个体是否会因此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取决于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二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二、关系网络中的个体节点

作为网络节点的个体，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成为社会连接的单元。

SNS、微博、微信等新兴的社会化媒体用一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方式，将每一个平台上的个体连接起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到其他所有的用户，“小世界理论”在网络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成为影响网民行为和能力的重要因素，它在两个方向上作用于个人：

其一，它可以有效地放大个人的影响，尤其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拥有了一个引爆器，如果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引爆器可能迅速引起整个网络平台的大爆炸。

其二，它可能对个体施加更多的社会影响。今天的社会化媒体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信息传播结构，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节点的个体，受到的社会关系的约束与影响也更深。每一个社会关系，都是社会压力的一个传导线路。对于某一个体来说，无论是与他有直接联系的用户，还是与他只有间接联系的用户，都有可能通过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链条，对他产生影响。而社会网络中的群体互动，也可以对一个用户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情绪、心理状态、意见与态度、行为等各个方面。

社会化媒体应用的普及与深化，在不断改变着个体节点间的连接和互动模式、强度，网络互动激发了网络的集体行动，催生了共同体，也在推动着人群的汇聚与分化，这一切都使得网络社会结构也处于不断的运动中。

三、服务网络中的个体节点

今天的网络，不只是向用户提供内容，还需要向他们提供社交平台以及与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种服务。

作为节点，用户同时居于传播、社交与服务三种网络上，他们也成为连接几种网络的纽带。每个用户在内容、社交、服务这三方面的需求和行为特征都是有关联的。他们对于内容的需求可能会决定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社区，社区中的氛围，也会影响人们的内容选择取向。而人们在内容消费上的偏好，也会与其服务需求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对用户习惯、行为的数据挖掘，可以成为三者关联的纽带。以往，媒体只从与内容消费有关的用户行为中去分析他们的内容消费偏好，而在未来，以用户在社交平台或电子商务中的行为数据为基础，有可能推断出用户的内容消费偏好。反之亦然。

但今天三种不同的平台并没有完全打通，三个方向上的数据也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关联。将用户的内容、社交与服务需求与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挖掘三个方向上的数据的相关性，将是未来用户分析的一个重要拓展方向。

本章所梳理的几条变革线索，以及用户在三种网络中的节点角色，为我们对新媒体用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线索，下面的章节也将以此为基础展开。


第二章　作为传播网络节点的新媒体用户

如第一章所述，在Web2.0技术推动下，以WWW网站为核心的“大众门户”传播模式受到了强大的冲击，而“个人门户”传播模式已经兴起。个人门户模式以个人为中心、以社会网络为传播渠道。个人门户也构成了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化节点。

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化节点，也是新媒体新的传播结构中的基础单元，每个个体化节点，都具有三种角色与功能：

信息生产：个体可以通过自己这个节点，来发布内容，每个节点成为一个自媒体。尽管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多数是非制度化的，有时也是碎片的、随意的，但是，它至少赋予了个体自我表达的权利。每个个体贡献的内容，也影响着整个内容生态。

信息传播：每个个体节点，在信息流动中，扮演着开关和“中继器”的角色。对于符合自己需要的内容，个体会进行转发，这便是打开了开关和中继器，推动了信息的放大与扩散。在这种个体节点的自发的、接力式传播中，还会有意见领袖、自组织等机制的作用。

信息消费：在个体化节点里，用户往往“足不出户”，便能获得来自媒体或他人的信息。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交关系扮演了信息源的角色。即使用户不使用任何资讯客户端，他们也可能在“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平台里获得丰富的信息。当然，很多时候，当社交信息源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也会主动出击，去寻找更多自己需要的内容。

对这三个方面用户的行为、相关机制及其影响的研究，也是理解新媒体时代传播变革的重要视角。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专业媒体受到的挑战，也会更清晰地判断它们应该去往的方向。


第一节　个体化节点与分布式内容生产

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等，都是集中式生产模式，而今天用户参与的内容生产，是多主体协同下的一种“分布式”处理。

一、分布式内容生产何以可能？

个体化节点能够以分布式方式参与内容生产，首先得益于各种社会化媒体技术及其平台的支持。社会化媒体允许每个用户拥有自媒体，这是用户成为生产者的前提。

虽然早期的社会化媒体应用，例如论坛，是相对封闭的，是有一定的“中心”的，但Web2.0时代的社会化媒体应用，使得个体不再被圈定在某些集中的社区里，人们可以基于更开放的关系结构参与内容生产（下一章将进一步分析这种结构的变迁）。这样的分布式的内容生产，更少受到某些绝对“中心”的控制，人们的自主意愿能得到更多体现。

正在兴起的“区块链”技术，或许会以另外的方式来推动分布式生产。区块链（blockchain）是由多个独立节点参与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也可以理解为分布式账簿（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简称DLT），由这些节点共同维护。它的特点是不易篡改、很难伪造、可追溯。区块链记录所有发生交易的信息，过程高效透明，数据高度安全。凡是需要公正、公平、诚实的应用领域，都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
[1]



从区块链技术的原理看，它的透明性与安全性建立在每个节点的贡献基础上。当内容生产与传播已经开始以用户节点为基本单元时，理论上，它也可以利用区块链的思维，虽然具体的应用方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区块链技术或许会赋予内容网络中个体化节点更大的“权力”，而非仅仅是“权利”，他们对内容生产的自主权（包括内容不被删除的权力）会进一步提高。

当然，个体化节点之间仍然会有话语权差异，这也会体现在内容生产中。虽然节点的起点相同，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某些节点可能会成为具有更强话语权的“中心”，这些中心形成的机制与以往的门户网站截然不同，且这些中心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

二、当作为“中心”的媒体遭遇分布式内容生产

传统媒体时代的传媒行业，拥有相关资质的媒体无疑处于一种绝对的垄断者和权力中心的地位，在传播体系、生产机制与文化上，都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与集权性，这种封闭性与集权性既有利于保证这个行业的水准，也会不断巩固这个行业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系统的封闭性，也使得传统媒体周围没有太多的参照系或参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对自己产品的质量的检验能力也有限，容易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而这也会成为阻碍，使得媒体缺少自身变革的动力。

尽管传统媒体一直信奉“内容为王”，但是，其生产的内容却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视野的有限性、形式的凝固性、内容价值挖掘的不充分等。

在传统媒体时代，身处“庙堂”之高的媒体对于其受众，本质上是“俯视的”“教化的”。即使媒体越来越多地追求“寓教于乐”的技巧，但核心还是“教育”“教化”。

传统媒体也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权威地位，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因此，它们会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其生产流程与管理体制，也会尽量保证对质量的控制与监督。但媒体的质量标准，比较容易落实在一些具体操作层面上，对于媒体反映社会现实的准确度或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的检验，相对困难。

但今天这样一种以媒体为绝对中心的传媒行业格局正在打破，传统媒体之所以会感觉到巨大的挑战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用户的参与使得以往由于媒体中心地位而隐藏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

分布式生产，意味着用户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而非媒体的统一意志，从不同的视角、层面来进行内容的生产。它意味着全民参与，行业壁垒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淡化，专业媒体的中心性地位受到挑战。

在过去的大众传播机制下，媒体天然地站在话语权的中心与“高地”，且拥有“高音喇叭”，其音量无人匹敌。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喧嚣与骚动不可避免，媒体的声音也被抑制。这种嘈杂的信息环境，也成为人们批评新媒体的主要理由之一。

但对媒体来说，用户参与的分布式内容生产或许已不可回避，这也会在某些方面为传统媒体提高其专业性提供助推力。

分布式的、无所不在的自媒体，可以延伸媒体的触角。

媒体的力量终归有限，它们难以实现对社会的全时空覆盖，而在它们的触角暂时不能抵达的地方，自媒体成为其有效的延伸。即使自媒体提供的是非专业的、碎片化的信息，也可能成为媒体报道的由头或线索。

用户的分布式的内容生产，也可以成为检验媒体内容质量的参照物。

相比过去媒体的权威化、封闭式生产，以及总是以“完成时态”呈现给公众的内容，今天用户参与的生产使得很多新闻生产过程变成了开放式、进行时的生产。这使得任何一种主体生产的内容都可能得到即时的审视与检验，这也包括媒体生产的内容。多元视角、多元层面的内容，也会为检验媒体生产内容的水准提供更多元的参照物，这也会有助于驱动媒体追求高品质的内容。

在更高的层面上，这也意味着媒体的专业“成色”会受到更多的考验。

“万众皆媒”带来前所未有的内容数量上的大跃进，海量的信息也正在稀释各平台上内容的专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对专业性需求的降低。相反，海量信息的筛选、判断与解读，更需要专业眼光。这在一定意义上会推动内容生产的“水涨船高”，推动专业标准的提升，也会带来人们对专业标杆的呼唤。

进一步，自媒体也可以成为媒体的“扩音器”。

尽管是分布式生产，但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往往与媒体内容生产有着伴随关系，这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效应——使某些内容得到放大，同时也使某些内容衰减。如果媒体的内容得到很多自媒体节点的呼应，那么，自媒体可以成为媒体的“扩音器”。

除了分布式生产对媒体的补充、检验和扩张等意义外，用户生产的内容，用户的行为、情绪、态度等数据，以及用户社群等，都可能为媒体提供能量补给。

尽管近年来很多人将自媒体视为传媒生态的一种破坏性因素，但客观地看，自媒体并非媒体的敌对力量，自媒体的汪洋大海也不会淹没媒体，但它们可能会在公共平台上稀释媒体的“浓度”。媒体只有不断“提纯”专业度，才能继续保持“存在感”。善于吸纳自媒体的能量，媒体也将更为强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媒体与自媒体间的协同机制，或许会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在业余的自媒体中，也会成长出一定的专业力量，它们虽然不可能替代媒体，但会给专业化生产带来新活力。

三、信息碎片化：分布式内容生产的原罪？

分布式内容生产及后续传播带来的另一个显著的结果，是信息的碎片化。

在一般逻辑看来，碎片化意味着片断的、零散的、不完整的。但是，如果拿新媒体内容生产的碎片化与传统媒体报道的完整性相比，我们会发现，传统媒体的“完整”未必比新媒体中的碎片更能反映事实的面貌。传统媒体所称的完整传播，多数只是指作为新闻作品的完整性，是在一个相对狭窄、封闭的认识框架内文本上的完整。但是，如果将这些新闻报道与事实的真相相对照，常常会看到，这些报道仍只能反映事物的一个局部，甚至由于各种因素，对于局部的反映也存在着偏差。

我们的媒体不乏优秀的记者，他们对某些事物的报道的确可以做到非常深入，也可以不断逼近事实的真相，但即使是优秀记者的深度报道，总还是会受到个人认识视角的局限，所以他们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关于事实的某些片断的反映，而不是事实的全部。

无论是在某一个事件的报道，还是在关于整个社会的“环境监测”方面，传统媒体有限的触角、有限的容量，都使得它对现实的反映是有限的。传统媒体是在无限的信息中进行有限的选择，并人工地将这些信息封装到一个个封闭的“作品”里。因此，以往的传播学理论也认为媒体所构建的只是一个“拟态社会”。

用户的参与，使得新媒体伸向社会的触角大大地增加了，而且由于用户构成的多元性，这些触角也有可能抵达不同地域、社会的不同领域与不同阶层。所以用户在不同层面上关于某一个事物的认识，常常比专业媒体的单一视角、单一层面的报道，更能反映事物的复杂性。

在某种意义上，碎片化的信息，是对由传统媒体垄断带来的信息不平衡状态的一种补充。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参照、相互校正的可能。虽然每个用户只是提供一些零散的“碎片”，但是，当那些关键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时，当它们与专业媒体所提供的图景组合在一起时，最终呈现出来的景象，会比仅仅由专业媒体所描绘的景象，要更为丰富、立体、真实。

即使用户并不直接参与到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当他们的完全出于个人经验与认识的评论附着在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之后时，这些评论也会变成报道的补充、延伸或检验，所有碎片化的评论与媒体报道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更为立体的社会图景。

尽管碎片化的内容生产可能给抵达真相带来更多干扰，但有些碎片中也可能隐藏着探寻真相的线索。来自社会化媒体的不断质询，也可能促使专业媒体不止步于事实表象的还原，而是向事实的深层挖掘。

因此，碎片化并非新媒体中分布式内容生产的“原罪”，而恰恰是新媒体超越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使新闻传播变成一个公众共同参与的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专业媒体垄断的信息“封装”程序，在这个过程中，碎片的不断汇集、碰撞，有可能推动我们逐渐接近真相，立体还原全貌，同时感知到一个事物在各个层面的辐射效应。

当然，碎片化经整合最终揭示事物的完整面貌的过程，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种种原因都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由于受到信息源的局限以及个人的信息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在很多时候，他并不能把握整体，而是会受到某些碎片信息的误导，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从这个方面看，碎片化也可能导致真相还原的困难。当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只接触到一个事实的部分碎片时，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他们对事实的把握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将仍是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关键职责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尽管新媒体平台使信息碎片化这一现象变得“显性”了，但本质上这是整个社会碎片化或者说多元化的一个体现。而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碎片化社会出现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过去在中国社会处于边缘地带甚至完全被抑制的价值观开始得到普遍关注，有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整个社会不再为一种价值观所垄断。正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使人们观察、认识、评价事物的角度变得多元，意见性信息的碎片化也就成为必然。即使是事实性信息这样看上去客观的信息，也受到人们主观认识的影响。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与感受，也会产生差异。因此，无论是事实性信息还是意见性信息，人们的认识与表达都不再千篇一律。

在一定意义上，信息碎片化也会进一步推动社会的碎片化，而过于碎片化的社会，会形成更多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不同群体间的对抗。因此，新媒体时代既需要承认碎片化信息及碎片化传播的价值，又需要在一些时候超越它们，克服它们所带来的问题。



注释：


[1]
 蔡维德，等.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系统开发方法研究［J］.软件学报，2017（6）.


第二节　个体化节点与分布式内容传播

个体化节点不仅是内容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内容传播的基本单元。甚至对于多数用户来说，参与传播（转发）是更常态的行为。用户节点共同参与的传播，也是分布式的传播。

一、作为内容“导体”的个人化节点

今天当我们说到万众皆媒时，既可以说是“万众皆媒体”——人人可以成为信息生产发布的主体，也可以说是“万众皆媒介”——人人都成为信息传播的中介，也就是说是信息的管道与“导体”。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人对内容的“传导性”取决于哪些因素。

以往我们对于媒体用户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他们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但在观察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中，我们意识到，作为信息导体或管道的人，与作为信息消费者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需求与行为模式，心理动因也不尽相同。

作为单纯的信息消费者时，人们对内容的需求侧重于环境认知、社会归属、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但作为信息导体的人的需求，会更多地考虑“社交”情境。

在社交平台，人为什么要分享内容？它可能是因为自我存在感的需要、社会支持的需要（寻求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观点相一致的观点）、社交表演的需要、情感性互动的需要等。因此，社交平台分享的内容，更多的具有表演的道具、关系的润滑剂、流通的社交货币、强化自己立场观点的论据等功用。内容是否具有社交谈资价值，是否有助于体现用户的存在感、提升人们的社交形象，或帮助他们维系、扩张自己的社交网络，或者融入自己希望加入的群体，都成为它们是否能快速扩散的因素。

这一点，从相关平台的数据中可以得到一定证实。例如，在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今日头条阅读量、评论量最高的爆款文章中，最常见的主题集中于公共性案件、民族情感相关事件、官员贪腐或官民冲突事件、公共道德与秩序事件、名人动向、民生话题等方面。而转发量最高的爆款文章却多集中在情感润滑（例如节假日的问候）、实用利他、奇闻趣事、子女教育等方面。
[1]



这也提醒我们，如果要促成内容的更广泛的传播，既需要打动作为消费者的用户，也需要激活作为“导体”的用户，也就是需要为内容注入更多的社交动力。

但是，过于关注用户对内容的传导性甚至把不遗余力激活更多人的传导作为内容生产的主要目标或传播效果的唯一衡量标准时，也可能会落入流量陷阱中。毕竟，作为“导体”的人，更多是基于感性的因素进行分享，而专业的内容生产者，需要超越感性因素进行更多的专业判断。

二、分布式内容传播的主要机制

个体的分享最终会汇流成整体上的分布式传播，这是一个从混沌逐步走向清晰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靠网民的共同参与和内部协作，另一方面靠专业媒体的专业化操作。具体而言，在基于个人节点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四种机制有助于信息的筛选与整合。

（一）“全民投票”的信息筛选机制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信息碎片，开始时都是“平等”的，但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传播时，它们会经受“全民投票”机制的考验，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过程会形成，每一个个体对于信息转发或不转发的选择，就是一次投票。这种自发传播、自然“投票”是对信息的价值的一种检验，使少数信息从信息海洋中凸显出来。

当然，因为用户的传导性在很多时候与社交环境相关，因此“全民投票”并不一定在所有场合都能对信息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估，经过鼠标点击或手机上按键转发产生的强势传播的信息，也未必是真正最优的信息，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些时候，它也会造成信息的不平衡，即多数人价值取向对少数人价值取向的抑制，特别是在意见性信息方面。但多数人的选择，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折射。

在这样的传播机制中，炒作、水军、自动发帖机器等的干扰，也有可能营造出虚假的信息环境。

“全民投票”式的传播，常常也会因其情绪化而放大“后真相”困扰。

（二）意见领袖的权力中心作用

“全民投票”机制中，也并非人人平等，意见领袖对信息流向的影响力显然要高于普通人，但意见领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媒体平台公众自然选择的结果。

传播学理论中，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

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话语权力中心，也常常被称为“意见领袖”。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的“意见领袖”与传播学两级传播理论背景下的“意见领袖”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今天的意见领袖不仅仅充当着大众传播与其受众之间信息“中转站”的角色，更是作为信息与意见的源头，直接影响着微博等平台的信息走向和意见走向。

对于意见领袖的产生来说，个体自身的特质是主要因素，这包括：

个体已有的地位与名声：这是个体在网络中引起注意力的一个基础。“意见领袖”在某些方面映射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阶层格局。在诸如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中，那些能成为话语权力中心的人，主要还是在现实社会已经有了影响力的名人或专业人士。现实身份、地位等个人资本，仍是网络话语权力形成的重要基础。

个体的信息拥有水平：个体拥有的信息来源越广泛，信息量越大，就越容易在信息传播中处于受人关注的地位，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也越大。

个体的专业知识水平：具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准的人，往往意见更容易受到关注。也更具有成为意见领袖的潜质。

个体的网络生产能力与传播能力：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中，生产能力、传播能力的含义与支持条件有所不同。有研究者指出，发言频率越高、辩论能力越强、影响力和自我坚持力越大的话题参与者，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就越大
[2]

 ，这是基于网络论坛等社区的研究做出的判断。在微博、微信这样的平台，生产能力主要与信息、意见的生产相关，个体的信息拥有水平、专业知识水平、对社会热点的洞察力、文字表达力、个性化风格、互动与推广能力等，决定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在知乎等知识生产型平台，专业知识水平、活跃度与坚持力的作用更明显。在短视频和视频直播平台，生产能力则表现为创意能力、表演能力、互动能力等，有时甚至“颜值”也会影响到生产能力。在一些消费型社区里，对时尚敏感、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往往拥有更强的生产能力。懂得网络文化，掌握网络文化的独特“密钥”，拥有娴熟的网络对话技巧，也是意见领袖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话语权力的获得，一部分来自于“话语”交流本身。

个体参与社会化媒体活动的频率与深度：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力的形成是以互动为基础的，人们参与网络活动的频率与深度是衡量互动水平的主要指标。有时频繁、深层的互动与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们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因此，意见领袖往往是网络互动中的活跃分子。

个体的社交能力：尽管参与的多少及介入的深浅，关系到影响力的形成，但是交往能力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较高的社交能力，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高的回报。

除了以上个人特质外，意见领袖所处的社会网络，当下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意见领袖在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中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起到作用：

强势内容源：一些意见领袖凭借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向人们提供独家的或高质量的信息、知识、见解等。他们作为有分量的内容源，被人们推向“高处”。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他们的强势地位得以不断巩固。

信号放大器：有些意见领袖自身原创的内容并不多，也较少发表意见，他们主要是通过转发的方式，促进了一些信息的广泛传播，提高了这些信息的传播效果。

流向调节阀：意见领袖不仅影响到信息传播的强度，也可以影响信息流动的方向。他们的关注（相当于打开阀门）或不关注（相当于关闭阀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追随者所获得的信息的范围，因此，他们是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信息流向的调节阀。

意见气候营造者：意见领袖对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意见的形成与传播，作用也是明显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见更容易影响到相当规模的网民，还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对于信息流向与流量的控制，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强势的“意见气候”，使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网民逐渐“沉默”下去。

当然，并非所有意见领袖都一定会扮演上述所有的角色。由于个人背景和资源优势的差异，他们起的作用也可能不尽相同。

（三）“自组织”式的信息整合机制

经过优胜劣汰机制筛选出来的信息，还需要有一个优化的过程，例如，在它们基础上的补充、发展、纠错等。这种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自组织”机制来完成。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
[3]

 也就是说，自组织的演变、进化是在内部要素的运动中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下实现的。

尽管自系统理论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但是，后来人们也开始用它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现象。

在论坛、维基等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些相对稳定的自组织。也就是说，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内部的分工逐渐形成，成员之间基于各自角色与特长形成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种自组织，对于信息碎片的优化与整合，作用是明显的。

而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更多的自组织是应急性自组织机制，即因为某一次传播活动而产生的“应急响应”式的临时性网民力量聚合和协同工作。一旦这一传播活动完成，网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消失了。

自组织机制意味着，虽然每一个个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贡献是有限的，甚至在某些阶段，某些个体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但网民之间会自然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相互验证、相互纠正的关系，并由此不断调整目标，校正信息传播中的偏差，逐渐将一个复杂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虽然自组织力量并非能优化每一个传播过程，但是在大多数重大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中，网民间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机制，都起到了突出作用。

应该看到，自组织的启动需要时间，而在它的作用显现之前，会出现包括谣言在内的传播乱象。自组织发生作用，也需要一定的条件。

（四）专业生产者的信息整合与引导作用

在个人门户带来的分布式传播模式中，专业媒体和其他具有专业能力、水准的内容生产者仍然具有其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运用其专业的思维、能力与业务手段，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成为信息传播中的引导者。

但是，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不仅需要传统的经验与手段，也需要与社交化传播相吻合的新思维。如前文所说，内容的渗透张力，更多地取决于内容的社交动力。因此，对于媒体来说，在坚持专业价值判断的同时，需要面向社交化传播，探寻新思维。



注释：


[1]
 相关数据由今日头条相关部门提供，限于篇幅，此处只说明了统计结果。


[2]
 胡勇，等.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意见领袖形成模型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3]
 秦书生.自组织的复杂性特征分析［J］.系统科学学报，2006（1）.


第三节　分布式内容生产、传播与后真相

近几年，在谈到社会化媒体带来的问题时，“后真相”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度词汇。在这个词里的“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词反映的是当今的一种典型状态，那就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
[1]

 。或者说，今天的人们不再追求事实与真相，而是容易被各种情绪、情感所煽动。

后真相一词在1992年就已经出现，美国剧作家斯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伊朗门事件”以及海湾战争那些令人羞耻的“真相”时用到了“后真相”这一说法。2004年，美国作家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出版了名为《后真相时代》的著作。
[2]

 在该书中，他指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只有真相或谎言，我们还面临着第三种情形，那是一种模糊的陈述，它既不是确切的真相，但也不构成谎言。它可以称为放大的真相（enhanced truth）、新真相（neo-truth）、软真相（soft truth）、人工真相（faux truth）、淡真相（truth lite）。
[3]



2010年，“后真相政治”一词在美国开始出现，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6年8月发表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的文章，认为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事实从来被认为占有神圣位置。每当民主跑偏，选民被人操纵或者被政客欺诈，民众都会诉诸事实。但在今天的社会，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这种非常普遍的感觉让人认为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的政治时代。
[4]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社会化媒体的表现，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后真相”时代的担忧。

在某种意义上，全民参与的分布式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的确可能会放大“后真相”问题，这是因为：

首先，被社交平台赋予了传播权力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公众，显然很难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进行信息的筛选，只能是基于个人直觉和情绪需要。

其次，在社交化传播网络中，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往往与情绪相关，情绪也在传播中被不断放大、传染。

碎片化的传播内容可能阻碍人们对事实全貌的认知。当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只接触到一个事实的部分碎片时，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他们对事实的把握显然是不完整的。

实时化内容生产带来了真相挖掘的渐进性与把关弱化。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内容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等待事实完全呈现的时间，也包括对于内容的层层审核时间。但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基本是与事实的发生过程同步的，真相挖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某些阶段难以触及事实的全过程与完整面貌。此外，时效性压力大且人人皆媒的机制里，审核、把关也被弱化，甚至很多时候缺位。

哲学学者蓝江指出，后真相时代是因为“原来支撑真相的两大基础都崩溃了，即作为普世性的理性原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演绎推理逻辑，甚至连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协商和交往理性也一并被质疑），以及作为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客观性结论”
[5]

 。可以看出，他也强调了后真相问题的显性化与社会化媒体的影响相关。

蓝江还指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所主导。
[6]



像他一样，多数研究者将对真相的重新找寻作为解决后真相危机的出路。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认为，学者、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士应该呼吁的，并不是重回所谓真相的怀旧幻梦，而是面向未来去想象一个“真相本身就是多面”的社会。他并不认同目前流行的“追寻真相的冲动”（rush towards truth），以及把真相看作是对后真相的拯救的做法，他认为，在哲学层面上，基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已开始看到所谓事实、现实、客观性实际上总是被语言本身的自带的视角所塑造。语言本身已经预先塑造了我们在世界中看到什么、描述什么、认知什么。他同时认为，最终关于真相的认同还是取决于人们的共识（agreement）和信任（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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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哲学层面看，真相似乎有着多面性，但从媒体角度来说，准确描述和判断一些基本事实，仍是必须做的，如蓝江所说，我们需要“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

资源的丰富，环境的嘈杂，不能成为专业媒体懒惰或放弃的理由。在事实的挖掘中，媒体仍是主要的力量。媒体仍然需要到达现场、探求真相的能力，穿越迷雾、核查事实的能力，透过表象、直达深层的解读能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后真相问题的化解，还需要新的思路。正如国外学者哈尔森（J.Harsin）所指出的，理解后真相模式的关键在于理解“真相竞赛的激增”（proliferation of truth games），尽管总有一些力量自诩为真相的卫道士，但现如今，自诩的力量已无法留存权威，真相模式需要面对一种新的数字“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参与互联网用户借此开展的话语竞赛（discursiv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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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专业经验与人才的专业媒体是探寻真相中最核心的力量，但今天对事实的挖掘，已经不完全是一个专业媒体封闭的“作业过程”，它更多的是如哈尔森所说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话语竞赛”，话语的多方博弈，推动着我们不断地向真相接近。这其中，也有来自用户的分布式的力量。

前文提到，来自多源头的话语，多数情况下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它们既可能给抵达真相带来更多干扰，但有些碎片也可能隐藏着探寻真相的线索。媒体之外的噪声听上去是干扰，但也可能成为媒体进行真伪判断的参照。对媒体来说，在纷纷扰扰的碎片中发现关键碎片，在碎片的拼贴中还原全貌的整合能力，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

新闻的不断反转，似乎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证明，但某种意义上它是推动事实和真相追求的另一种动力。反转过程中来自各方的质询，促使专业媒体不止步于事实表象的还原，而是向事实的深层挖掘。相比几十年前“真相”总是由媒体一锤定音、受众只有接受与服从来自媒体的“盖棺定论”的那种情形，今天新闻的不断反转，或许是一种进步。

事实核查与真相追寻，不仅需要“话语竞赛”，也需要在此基础上探索有效的协同机制，包括专业媒体与个体、各类组织的协同，人与机器力量的协同等。

后真相问题的破解，也需要依赖公共理性的重建，即使是认为真相是多面的约翰·基恩也认为，真相的认同取决于认同和信任。在单向传播日益向双向或多向交流演变、而社会日渐碎片化的今天，对于共识的达成，公共理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沙昆塔拉·饶（Shakuntala Rao）指出，公共理性应是全球媒介伦理的一个指导原则，且这种理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去语境化的，也就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位置、群体、国家或地区，要在一个超然的位置来看待各种观点。
[9]

 媒体及职业新闻人需要成为公共理性实践的示范者，公众的公共理性，则更多地在交往理性中体现。当然，公共理性特别是交往理性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将在各种矛盾与交锋中，在自我学习和各种试错中，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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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truth_politics［EB/OL］.


[3]
 https://us.macmillan.com/theposttruthera/ralphkeyes/9781429976220/［EB/OL］.


[4]
 “后真相”：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为啥是它？［EB/OL］.（2016-11-18）［2019-11-10］.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18/c_129368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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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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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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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芊霓.“后真相”在给民主制造麻烦？专访约翰·基恩［EB/OL］.（2018-01-19）［2019-03-19］.http://mp.weixin.qq.com/s/kAgZuBARezctZ7z6IGaC1A.


[8]
 周睿鸣，刘于思.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果与未来［J］.新闻记者，2017（1）.


[9]
 RAO S.媒体、专业主义和公共理性［J］.陈娅，译.全球传媒学刊，2015（1）.


第四节　个体化节点与信息消费

作为信息的消费者，新媒体用户还会沿袭传统媒体消费中的一些习惯，但节点化的角色，也给他们带来了新可能。

一、以个体化节点为中心构建的信息网络

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只是信息的接收者，是传播渠道中的一个被动的端点。而当个体作为节点的存在被凸显出来后，他对自己的信息消费的主动控制能力得到加强。个体不仅可以自主选择信息渠道，也可以为自己构建起所需的信息网络，其信息网络可以有不同的编织逻辑。

（一）基于社交关系构建的信息网络

社会关系网，是个体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时最基础的资源，在SNS、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人们看到的信息流多来自于自己关联的他人，这意味着社会关系成为他的信息源。通过社交圈来进行信息的筛选，可以减少个体获得信息的成本。这个关系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获取信息的范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与信息相关的态度、意见等形成影响。

当然，社会关系的强度可能未必与信息的契合度呈正相关。特别亲密的家人（如父母）分享的内容，未必一定是质量最好或者自己最需要的，相反，一些弱社会关系的联系对象，有可能带来更符合需要的内容。因此，对于社交平台的构建来说，如何实现社交互动与内容供给质量的平衡，也是值得反复权衡的。

以社交关系构建的信息网络，也可能会将一些信息阻隔在外，为信息茧房埋下伏笔。

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将人们的选择性心理及其带来的结果称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他指出，信息茧房意味着，我们只接触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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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交织的关系网络中，也暗藏每个人的社会“圈子”，网络中的圈子也会强化信息的同质性，带来“回声室效应”。

在某种意义上，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人的选择性心理的结果，是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结构可能会以“正反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方式将其强化。

对于社交关系与信息消费之间的互动，第五章将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二）基于兴趣或话题构建的信息网络

个体也不会总是圈定在自己的社会关系里，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些内容，个体可以跳出现有的信息网络，根据需要从不同渠道去发现、收集与组合信息，形成自己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框架。例如，一个电影爱好者，可能会在豆瓣、微博、知乎、贴吧等有自己特定的关注对象或加入的群组，这些构成了他在电影兴趣方面特定的信息网络。对于某一个特定话题，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依赖广泛的信息源建立起一个信息网络，并从中筛选自己需要的内容形成一个集合。这个信息网络也决定了个体对于话题的认知与解读。这个信息网络的复杂度以及认知与解读的深度，取决于个体的需要。

（三）基于个体需要构建的渠道组合

今天的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重信息获取的渠道，包括媒体渠道、媒体外的信息分发平台和社交平台等。因此，除了上文提到的两种信息网络外，多数用户还会利用其他的信息渠道，并根据需要形成渠道的组合。

对于个体来说，在多种渠道中选择哪些渠道获得信息，以哪个渠道为主、哪个为辅，以及不选择哪些渠道，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渠道组合的质量，也会影响到用户获取信息的广度与质量。如果渠道多样，有较多的异质信息源，那么个体获得的信息也会多元。

二、影响个体信息消费偏好与范围的其他因素

对于新媒体用户来说，自主构建的信息网络既是他们信息消费偏好的体现，又反过来会影响他们获取信息的范围与深度，但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同时作用于个体的信息消费。

（一）个体自身的属性

个体的性格，如是被动型还是主动型，是喜欢孤独还是喜欢社交，是偏向独立思考还是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会对其信息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会作用于个体的信息网络构建过程，也会作用于个体具体的信息选择过程。个体是否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信息茧房的围困，也与其自身属性相关。在这方面，不同的人也可能存在差异。

个体在不同阶段的偏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信息网络的构成。有些用户在信息网络的流动性更强，而有些则会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性。

（二）平台或算法固化的信息获取路径

除了个体的自我选择外，有时平台也会以某些方式固化人们的信息获取范围或路径。平台的页面设计、内容安排模式等，会影响到用户在信息消费中的选择，甚至会将某些行为固化为人们的习惯。

算法同样具有一定的固化作用。算法是以个体以往的阅读偏好来进行个性分析的，因此，算法是个人信息消费需求与特点的外化，同时也是一种固化，算法在另一个角度为个体的信息消费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信息获取路径。这也是算法常常会与信息茧房联系起来的一个原因。

算法可能会在特定平台里局限用户的视野，形成在这个平台里的茧房，但如果用户还有其他的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与算法平台异质的渠道，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算法带来的局限。如果用户在整体上被困于信息茧房，那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新媒体用户信息消费中的几种博弈

前文从内容生产角度分析了“碎片化”，而人们在谈到新媒体的碎片化时，通常还有另一个指向，那就是内容消费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进而会和“浅阅读”“浅思考”等词联系在一起。但碎片、浅或许只是用户行为的一个方面，用户的信息消费行为更多时候是矛盾两方面的并发、纠结或摇摆。

（一）碎片与完整

PC时代，人们的阅读已经开始碎片化，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新媒体信息的消费，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各种零星的时间段，也就是媒体使用时间变得碎片化，在这样的碎片时间里，人们更倾向消费短平快的信息。

另一方面，为适应用户的变化，媒体的传播也变得碎片化。因担心用户在手机屏幕上不喜欢阅读长文章，一些报道的篇幅也在缩短，因而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近几年兴起的短视频，也使得视频的碎片化消费进入常态。另外，相对过去在事件发生后进行的完整报道，移动时代的媒体报道处于不断更新中，很多报道只能反映进展中的事物的某一个片断，这似乎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传播的碎片性。但前文也指出，对于信息生产来说，碎片化未必总是坏事。

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信息消费的碎片化是否一定意味着用户对事物了解的不完整？或许，我们会看到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用户的确被碎片所包围、所困扰甚至误导；另一种可能是，用户通过对关键碎片的收集与整合，获得了对事物的完整认识。

产生哪一种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兴趣与求知欲。兴趣与求知欲足够强时，他们可能会主动收集碎片、整合碎片，甚至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碎片的拼图。但是，对于他们认为只需要“知道”的多数内容，他们会止步于自己获得的有限的碎片。

其次是人们的媒介素养，也就是对信息碎片的辨识力，对信息关联度的分析力，对信息的整合能力等。即使人们有了解一个完整事物或话题的愿望，即使收集了大量的相关碎片，如果媒介素养不够，也有可能在碎片面前束手无策。

此外，是外力对于碎片发现或整合线索的引导。当人们被过多的碎片所拖累时，他们更希望借助外援，有碎片的判断与整合能力的媒体或自媒体，会对人们起到引导作用。

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碎片化信息与人们认识的完整性对立起来。也需要意识到，从新闻资讯内容消费方面来看，通过整合碎片达成相对完整认知的模式可能会越来越成为常态，这与过去媒体的封闭性的报道模式是不一样的。

要帮助用户减少碎片化内容的困扰，需要在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能力的同时，以更多的专业力量来帮助人们完成碎片信息的梳理与整合。同时，智能化技术也可以在这方面更多发力。

（二）浅与深

与对新媒体用户碎片化行为的批评相伴的另一种常见批评是，新媒体的信息获取是浅层次的，人的思考深度也在下降。同时这也暗含了一种对比，即传统媒体时代人们是“深”的。但这样的一种判断或许也只是基于一种思维惰性。

虽然碎片式的、快餐式的消费，在很多时候的确会让人们对很多信息浅尝辄止，但也应该看到，人们认识与思考的深度不完全取决于文本的长度，还取决于文本本身信息的丰裕度、可延展性以及对人们的思考兴趣的激发度等。

浅层了解、浅层思考往往体现在一般性的信息获取方面，但正如前文指出，对自己感兴趣或特别关注的话题，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也会增加，而通过多元的、各种层面的信息，人们可能会逐步走向深度认识与深度思考。

传统媒体提供的是封闭的信息单元，用户往往是基于一个封闭的文本获取信息、进行思考，有时这种封闭性可能会促使受众专注于一个目标进而引发思考，但有时它也会局限人们的视野，传统媒体时代传者向受众“灌输”的内容，也可能会抑制受众的主动思考。即使是我们过去认为是深度阅读的书籍，仅仅靠文本本身，也未必一定带来深度思考。但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开放的，是在各种超链接或各种发散线索中进行的，虽然有时这种开放性可能影响阅读或观看的专注，但某些时候它也可能带来丰富性，而丰富也可能将理解与思考导向深入。用户自己也可能会去主动地寻找相关信息（包括他人的评论）并构建起对一个对象的认识框架与意义结构，如果框架得当，同样有助于深度了解或深度思考。

传统媒体时代的“深”是“坐井观天”式的。它意味着读者跳入媒体挖的井中，看着由媒体展示的头顶那一片天。而新媒体中的“深”是“花园采蜜”式的，用户在新媒体中自由采集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养分，来完成一次深度探索过程。

当然，并非所有个体都能很好地完成这样一种认识框架与意义结构的构建。信息接触与使用中的选择性心理，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与判断能力，对无关信息的抗干扰能力以及其他媒介素养，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传播中心的个体的信息素养与能力，决定了他们获取信息的质量，以及从信息中获得养分的能力。

浅阅读、浅观看的日常化，也并不意味着用户不需要深度报道。相反，重大问题的深度揭示，对于习惯了快餐式消费的用户来说，反而变得更为重要。

当然，与碎片化、浅消费相关的，不仅有新闻资讯，还有知识。对于知识吸收而言，碎片化的阅读，虽然可能拓展知识的广度，但未必会带来知识理解的深入。今天的一些知识付费产品试图将知识也变成轻量的、可以碎片化消费的内容，虽然能在表层缓解用户渴求知识的焦虑，但或许并不能为用户建立足够充分的知识体系。对于知识的获取与“消化”，碎片化的确会是一种障碍。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建立更有效的知识获取模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三）多与少

碎片化、浅层化信息消费行为普遍化的背后，是整个信息环境的变化。以往信息匮乏的时代，人们可以更专注于某个阅读对象，而今天面对太多的信息时，人们会有很大的焦虑感，生怕错过了重要信息，于是不停地转换阅读目标。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总是会一味地追求更多的信息？答案并不那么简单。

有时人们的确需要更多信息：为了揭开事实的真相，需要更丰富的信息来源和事实碎片；为了感知“意见气候”，需要了解更多的观点；为了提升专业水平，需要更多的知识与信息；为了满足个人爱好，需要更多的资源；甚至为了社交，人们需要更多的“谈资”。

但有时人们也希望信息少一点，期待信息消费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信息得到优化。这就意味着要在网络中更快速地实现信息的定位，获得更有效的答案和更精准的匹配，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噪声”。

人们要求的是更多的信息还是更少的信息，取决于他们把信息当作什么。如果把信息当作目的的话，他们通常会希望以更小的代价去获得更优质的信息，但如果把信息消费当作打发时间的手段或社交的由头，人们往往会希望信息更丰富，有更多的谈资。

本质上说，用户所在意的是获得信息或知识时的成本负担，和在有限的“注意力带宽”内的信息优化水平。因此，未来网络产品的开发与改进，应以此为目标。

当人们希望以最小代价获得最优信息时，就需要一个信息由“多”至“少”的信息筛选过程，也就是做信息减法的过程。在今天的网络中，这种减法主要可以通过5种途径去实现：靠用户自己的判断与筛选；靠专门的内容生产者提供的信息优化；靠社会关系网的过滤功能；靠技术的智能筛选能力；靠用户信任的“代理人”进行的筛选或引导。

四、新媒体信息消费会带来人的思维退化吗？

今天的人们对于屏幕上的信息消费产生的种种担忧，典型地代表了新传播技术出现所引起的不安。

当口语传播时代被文字时代所替代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对文字传播的批评甚至延续至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曾指出“字母是一种视觉碎片化和专业主义的技术”，它将导致“一片已分类数据的荒漠”。他还批评印刷品提供的传播渠道是狭隘、线性甚至支离破碎的。而作为对比，口语主要是人的面对面传播，它伴随着手势和身体接触，调动了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是听觉。如果说传播的理念是一种灵魂的交往的话，那么文字只能说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影子。他也因此把电视所代表的“电子时代”看作是古老的口语文化的复兴并为此欢呼。
[2]

 但现实却正如《信息简史》作者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所指出的，人们并没有怎么怀念那个已经消逝的原初口语文化的世界，直到20世纪，当各种传播的新媒体方兴未艾之时，那种不安和怀旧才再度抬头。
[3]



类似的，在电视兴起之后，很多人也对电视传播对文字传播的冲击表示了担忧。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一书，更是集中地对电视时代的娱乐化倾向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4]

 但是，现实是，电视文化并没有使印刷术退至文化的边缘，过去几十年的媒体娱乐化，也并非只是发生在电视领域。

尽管每一次新的传播技术变革都会伴随着这些担忧和质疑，但是这些技术也在不可遏止地向前推进着。它们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的影响，也许不是简单地用“进步”或“退步”、“进化”或“退化”可以评判的。

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移动传播时代的用户信息消费行为的变化，是媒介变革的必然结果，是人与媒介及相关的媒介环境的一种自然匹配方式。有时人们会体现为更懒、更被动、更情绪化、更浅层化，但有时人们也会体现为更积极、更主动、更理性、更深度。新媒体用户的行为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会一直伴随着他们，第五章也将在更广泛的层面对新媒体用户行为的矛盾性做进一步的分析。

当然，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消费并非不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它的确会用某些方式来形塑个体，特别是通过“媒介化”的方式来影响人们。如以往学者研究所指出的，媒介化会强化人的弱联系，强化群体和媒介环境对人的影响，改变人的“社会性格”及其规范，“内在导向性格”所使用的社会导向工具“陀螺仪”，会逐渐由“他人导向性格”的“雷达”所取代，以不断寻找外部世界的认识与规范。人的“惯习”也会媒介化，同时，媒介通过形塑新的文化客体和实践将人们整合在一起，并带来品味的社会化。媒介也建构了一个个体表现、传播、行动和由此获得承认的舞台。
[5]

 这些关于媒介化对个体的影响的研究，虽然主要是针对传统媒体的，但这些研究框架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个体，甚至更为适用，因为新媒体对个体的弱联系的拓展范围与程度，是以往的传统媒体不能企及的。

因此，要更深层次地理解新媒体信息消费对个体的影响，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还需要将个体行为放在媒介化的大环境中，放在个体与群体、媒介的互动中。本节将个体构建的信息网络作为分析起点，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



注释：


[1]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2]
 格雷克.信息简史［M］.高博，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45.


[3]
 同①44.


[4]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


[5]
 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41-152.


第三章　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新媒体用户

新媒体用户不仅是传播结构上的节点，也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每个个体与其他个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社会的作用能力，因此而加强，反过来，他们也会更多受到社会连接带来的影响。

本章将主要从连接、互动、汇聚、分化这四个角度来研究用户节点间的关系，连接部分侧重关注网络技术或平台为用户间建立的各种关系，互动部分分析在连接基础上用户之间的互动行为及其动因，汇聚部分重点研究群体层面互动的效果，而分化部分则聚焦于用户人群长期互动后逐渐形成的圈子与层级分化问题。


第一节　网络社会与个体化节点

第一章指出，卡斯特将节点和核心称为构成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的第二个层次。对应于互联网这样的网络社会，每个个体，就是其中的节点。

一、个体化节点地位的不断上升

在WWW技术兴起之后，互联网的媒体属性得到重视，服务商着力建设的、用户主要关注的都是“内容网络”，这个网络中更具有意义的节点是一个个社区或网站，个体隐没在这些节点里，从总体看，个体存在感很弱。但是，随着网络应用模式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发展，互联网中用户构成的“关系网络”的意义不断增强，也受到用户与网络经营者的更多重视，这个关系网络不仅成为内容传播的渠道，也成为网络社会的基础架构，在此基础上，网民个体作为节点的存在日益凸显。

网络中人的“关系网络”中的明晰、个体节点地位的上升，与网络社交平台的结构的演变相关。

早期人们在网络中的互动，是被圈定在特定社区内的互动。早期社区（如BBS）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区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就像画地为牢的“圈”一样，社区的活动都在这个明确的“地界”内，加入某个社区，会有明显的行为标志，如在社区注册，而每个社区也有一个明确的名称。人们在这种社区的互动是通过一个个明确的话题来进行的。图3-1示意了这种社区的结构特征。

[image: ]
图3-1　传统社区的“圈”式结构



这样一种圈式结构使社区边界明确，社区成员有较明确的身份意识，社区成员作为一个集体进行的交往比较多，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更容易形成。但是，在这样的结构里，绝大多数个体都难以体现出自己独立的存在感。

对于用户来说，加入这样的封闭社区的一个重要诉求，是获得社会归属感，也就是对群体关系的需要。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用户都能找到这样的归属感。网上稳定的社区比例并不高，多数社区在活跃一段时间后会慢慢沉寂。社区的稳定，取决于社区内用户的共同努力。而一个用户要在这样的社区里获得自己的需求满足，需要在多对多的环境中进行复杂的交流，这使多数交流处于混沌状态，交流的效率不高。即使一个用户与另一个用户有很好的交流，也难以保证他在社区中得到稳定的位置。因此，传统网上社区的维护成本更高，而且相对脆弱。一些苦心经营的社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会迅速衰落。从投入与回报的角度看，传统的封闭社区对于用户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理想的方式。

随着网络应用的发展，特别是Web2.0的发展，后来出现的一些社交应用，如SNS、豆瓣、微博、微信等，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它们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人们的互动往往并不需要话题讨论，而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所形成的关系链条或纽带，如“标签”功能、“好友”功能等。最终这些纽带编织出复杂的成员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动态的、边界可以随时伸缩的社交空间。图3-2示意了这种结构。

[image: ]
图3-2　新兴网络社交空间的“链”式结构



在这种开放结构的社交空间里，直接的话题讨论不占主流，但人们通过相关链条，仍然能产生较为明显的相互影响。在这些空间里，人际传播往往占主导地位，但是不断扩展的人际传播链条也能产生广泛的传播效应，一个平台中所有成员的共同意识或行为仍然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被激活。

在这样的结构下，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从关注社区里的群体关系建设转向关注自己的社会网络构建。

在社会学中，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及其间关系的集合。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网络是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关系）组成的集合。对于个体来说，社会网络主要体现为他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对个体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社会资本获取。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也时有涉及。有学者梳理社会资本概念发展脉络时指出，社会资本在整个20世纪被独立发现过7次，但其作为新兴概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系统性阐释。学界公认的三位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别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1]

 （Robert D.Putnam，也译为罗伯特·普特南）。

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或多或少与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个成员”。从他的社会资本概念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一种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第二，它是以相互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布尔迪厄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群体成员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参与能够被用来提高不同领域中行动者的社会地位。
[2]



科尔曼认为，行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相互间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从而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社会关系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个人资源。
[3]

 基于此，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
[4]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这基于两个假设：第一是关系网和准则以经验为依据相互联系，第二是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影响。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它促进了协会成员利益的协调与合作。
[5]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运用社会资本的范式，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意大利的社会政治发展，从而使社会资本成为一种解释社会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帕特南等主要用这个概念来指称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会通过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6]

 他的观点也更多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所借鉴。

华裔学者林南也是社会资本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7]

 。他更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

虽然社会资本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很多时候它都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关，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
[8]



相较传统的封闭式社区，开放的链式关系的社交平台，将关系分解到了一对一的链条上，个体只要与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保持稳定的交流，就可能将这一关系维持下来。努力的目标明确，回报也明确。回报又可以反过来刺激交流。这带给个体的，不仅仅是交流所带来的即时报偿（例如情绪、情感、信息等方面获得的满足），还在于它所培养的社会关系能够带来的长期报偿。以此为基础，个体可以逐渐扩张自己的社会网络，为长远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做出铺垫。

这些新的开放式社交空间，也可以将人们的社会网络“显性化”，也就是将人们的交流对象用“好友”等方式加以直接提示。人们也可以将自己的好友进行分类，以便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网络中，弱关系链条的激活也要容易得多。个体在网络交流中处于更积极与主动的位置。他可以有目的地与特定对象用特定方式来发展关系，他对于付出与报偿的预测会比在传统虚拟社区中更有把握。而何时该激活弱关系链条，在哪个方向上激活，他也会有更清楚的判断。

虽然人们在封闭的网络社区中也可以构建出自己的社会网络，但是，由于这些社区的群体互动容易抑制一对一的交流，因此，人们在这些社区里的关系链条并不十分清晰，一对一的关系的影响，也不如群体关系的作用那么强烈。因此，人们在这样的社区中的社会网络意识也并不是很强。

总体而言，从“圈式结构”到“链式结构”这样一种社交空间的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个体突破了小范围的集体约束，进入到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网络中，个体作为节点的存在感和意义增强了。

二、个体化节点在网络社会中的诉求

个体作为网络社会中的节点，建立各种连接、参与各种网络互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人们的主要诉求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一）自我塑造与存在感

虽然是以虚拟身份形式存在，但网络中的个体，也是真实的个体的一种表现形态。就像现实中的个体一样，也存在着自我塑造需求，而这主要表现为“自我认知”“形象管理”“自我表达”等方面。

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他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

网络中的信息和互动，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镜子”，与他人的互动更是可以给用户更多的反馈，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丰富对自我的认知，当然，过多的“镜子”也可能使人对自我的认知更为混沌，更难以认清自我。

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人们会在各种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塑造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并围绕这个形象来进行自我表达，而这种形象塑造与自我表达，往往也需要通过互动来实现。按照美国学者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观点，这也是一种表演。

人们也试图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与此相关的能力展示，寻求自己的存在感。不同社交平台给予用户不同的存在方式，有些平台带给用户的独立存在感更强，有些较弱，在同一平台上，用户本身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醒目”程度。但无论如何，人们都在谋求存在感的提升，这种存在感不仅关系到他们在虚拟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有时也会影响到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感。

人们也不断地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寻求着自我及存在感。但是结果是否真能如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2012年在TED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因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数字世界里不断分享，不断交流，但事实上，这种对联系的渴望，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病症，它体现着我们害怕孤独的焦虑，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使我们与外界更为隔绝。同时我们已经失去独处的能力，而这种独处才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找到自我，在找到自我的同时，才可能与他人产生更好的联系。不学会独处，就会变得更为孤独。
[9]



虽然她的观点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网络用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对网络中的存在感的过分追逐，未必会带来我们希望的结果，有时也会走向反面。

（二）情绪表达与情感支持

对很多用户来说，网络中的种种行为，特别是互动行为，都是情绪调节与管理的一种方式。与现实空间相比，人们在网络中的情绪释放常常显得更为激烈。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具有一种“去抑制”功能。所谓抑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因为各种内心准则或社会规范的制约而表现出的行为自我克制。这种克制，是保证社会秩序和和谐的必要条件。而在网络上，由于种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环境条件，这种克制大大减弱甚或不复存在。人们的行为便出现一种“解除抑制”的特点。

但是随着实名的网络应用越来越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对人们生存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它的“去抑制化”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人们在网络里情绪未必总能得到释放，在某些空间里（例如微信群、朋友圈等由强关系构成的空间里）在某些时候反而可能更容易被“抑制”。

参与互动，也意味着对关系的期待。无论是面对哪种性质的关系，人们都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能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获得情感性支持，这既可能是来源于个体的支持，也可能是来源于群体的支持。

（三）社会归属感与社会参与

人们都害怕孤独，融入某个群体，获得归属感，是减少孤独的重要方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爱和归属的需要属于需求的中间层次，也是非常核心的人类需求之一。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人们的社会归属感的获得，一是通过自己所在的组织、社区等，二是通过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美国学者唐纳德·肖（Donald L.Shaw）在深化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时提出了“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理论，他指出，媒体设置的议程具有一种聚集社会群体的功能，这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对于“群体归属感”的需要。
[10]

 也就是说，大众媒体之所以能产生议程设置效果，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加入某些议程而获得社会归属感。

而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社会归属感的获得，途径变得多样。网络中的社区、社群、圈子，都能带来归属感，而加入这些群体通常门槛和成本较低。加入某些网络话题的讨论，同样也如此。而这些都是基于各种互动。

除了归属感以外，人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以维护个人权利、为自己的群体或阶层争取更多权益。

（四）社会网络构建与社会资本获取

人们也希望能在网络互动中获得更多的有助于他们在现实空间发展的资源性回报，例如认同、名声、地位、经济利益等，除了个体间的互动外，这也与个体所建构的社会网络有关。进入Web2.0时代后，网络中新的社交方式、新的社交平台推动了个体的社会网络构建，使人们的关系具有更多的扩张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也有了获取更多社会资本的机会。

（五）环境认知

当越来越多的用户以网络为基本的活动平台时，网络成为个体进行环境认知的一种重要途径。一方面，多元用户提供的多元信息，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各种不同社会环境（从实体的居住环境到抽象的网络环境、社会环境等）的了解；另一方面，用户间的互动过程本身，也可以让个体感知社会环境的变化。例如，这个过程中所感知到的群体的意见与态度等，在一定意义上会被个体作为社会的意见气候，尽管有时这两者实质上不能画等号。

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由于网络时代用户越来越多地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信息，了解环境，那么作为信息源的关系网的质量会影响他们对环境的认知，如果关系网中的信息源都是同质化的，或者在某些信息的传达方面出现残缺或偏差，那么用户对于环境的认知也会出现缺失或误差。同时，用户对于自己不愿意看到或者不感兴趣的内容可以方便地加以选择、屏蔽，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营造出一个封闭的个人世界，他们所认为的世界，只是自己所打开的有限的几扇窗中的风景。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加剧信息茧房现象。

虽然信息茧房是我们在信息超载时代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它也可以用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当人只选择自己关注或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时，结果的确可能是作茧自缚，使自己失去对环境的完整判断。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被这样的茧房所束缚时，公共信息的传播、社会意见的整合，也会变得日益困难。

除了信息茧房外，另一种类似的现象是“回声室效应”。即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里得到加强。形成回声室效应的原因是多样的：为了减少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的成本，害怕被孤立、逃避争议，避免那些会带来不协调认知的信息等。
[11]

 这个概念更多地强调了人们追求同质化人群以求获得支持、庇护、心理平衡的偏向。回声室效应同样会容易让人们在小群体里失去对环境的完整认知。

当然，导致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的原因是多样的，在根本上它们与人的心理相关。网络连接，为人们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源、社会群体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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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W D L，MCCOMBS M，WEAVER D H and HAMM B J.Individuals，Groups，and Agenda Melding：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9，Volum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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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连接：个体节点间多元关系的建立

个体化节点要作为一种独立节点存在，并对网络社会形成影响，需要与其他节点形成多元的联系，这取决于网络技术与产品所带来的连接可能。新媒体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正是用户节点间连接技术与方式的不断演进。

一、连接技术演进的基本方向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与人连接技术演变的过程。从早期的新闻组（Newsgroup）、论坛（BBS）、即时通信到后来的博客、SNS、微博、微信、直播、短视频等，技术在丰富互联网的功能的同时，也在丰富和发展人的连接形式。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迄今为止的几个突出进展表现为：

其一是人与人连接效率的提升。

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以及各种新应用的出现，共同推动了用户之间连接效率的提升。过去较为常见的是“异步互动”，也就是用户的交流往往有时滞。而今天，实时互动已成常态。过去的技术条件下，用户的互动常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今天这方面的障碍越来越少。

未来的智能翻译等技术将进一步提高连接的效率。虽然智能翻译的应用领域不仅限于人与人的互动，但它的一个主要应用方向必然是人-人互动。使用不同语言的用户间的连接与交互将出现一种无障碍界面，这为打破人与人连接中的语言壁垒提供了可能，也就为突破地域、国别限制的关系网扩张提供了可能。

其二是人与人连接维度的丰富。

技术也促进了用户间连接与互动手段的丰富，连接维度的多样。早期的互动主要基于文字，现在，多媒体互动完全实现。连接用户的，也不仅仅是内容，而可以是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关系或线索，甚至是资源——如在共享经济模式里。

2016年以来逐渐风靡的问答类应用，也带来了人与人连接的新思路。以问题作为纽带来连接人，将内容的生产变成一种精确匹配过程，这不仅为知识付费提供了理由，也为互联网中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超出“强关系”“弱关系”的新线索。这也是共享经济中“人-人”连接的基本思路，即供求关系的匹配。

移动视频直播也是一种新的人与人连接方式。移动视频直播通过在场感和陪伴感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在场与陪伴，也成为虚拟世界里一种重要的连接方式。未来，更逼真的在场感与陪伴感将通过VR/AR来实现。

其三是人与人连接体验的变化。

VR、AR技术改变了人与内容的关系——从阅读、观看到进入，同时，它们也在改变人与人的连接与互动模式。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社交正在变为可能。未来的社交会带给人们更多的真实的临场化体验。

其四是个体作为节点角色的存在感及作用力的增强。

如前文所述，网络连接技术变化过程中，连接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使得个体作为网络节点的角色的地位不断上升。早期的网络社交中，个体虽然也以账号等形式存在，但其意义有限，而今天的社交应用中，每一个账号都是一个个人化的空间，这不仅为个体彰显其存在感和个人信息存档提供了可能，也为其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更多可能。

连接技术与平台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提高个体能量向社会能量的转化能力。

二、连接模式的演变

虽然整体来看，技术在不断提高人与人连接的效率、维度、体验等，但出于对市场的判断和用户需求的观察，在不同阶段，不同产品在连接规模、纽带及互动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模式。如前文指出，网络社区的结构的一个关键变化线索是从“圈式”的封闭结构演变为“链式”的开放结构，但在不同社交产品或平台的连接模式里，还是有着一些差异的。对网络产品与平台的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到连接模式的更具体的演变过程。

（一）以内容为纽带的群体互动

新闻组、BBS论坛是互联网早期出现的社交应用，它们的核心目标虽然也是连接人，但其纽带主要是内容。新闻组通过一些特定的话题类别，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人们之间的互动也只是围绕内容展开的。论坛也是在内容纽带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新闻组，它的互动群体边界变得更清晰了。

后来出现的维基，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新闻组那种以内容为焦点的思路，人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围绕词条展开的，用户彼此间没有直接的交流。在中国出现的知乎，则是把维基应用中的“词条”变成了“问题”，并且给予了个体用户存在感，每个用户也有自己的账号。账号便意味着个体有了成为网络节点的可能。类似的，豆瓣也是以内容为纽带的群体互动，只是人与人相遇的地方变成了书、电影、音乐等具体作品。

这些以内容为纽带的互动，有助于内容交流的深入，相比之下，个人的社交活动和社交表演空间有限，人们的注意力会更多聚焦于内容而非人。

但某些时候，基于内容的互动，也会出现话语权力的争斗。少数人在群雄混战中胜出成为意见领袖，而多数个体只是落败的争斗者、情绪化的跟随者或沉默的潜水者。在这样的互动模式中，个体的独立存在感是相对较弱的，即使那些意见领袖，也需要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展现其光芒。

（二）以社交为核心的一对一互动

在新闻组和BBS论坛之后兴起的聊天室应用，是早期网络社交模式的另一个代表。尽管聊天室也可以用于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但它最主要的应用，还是在一对一的互动中。

与后来侧重于熟人联系的即时通信相比，聊天室连接的对象更多是陌生人，它所带来的随机性和奇遇感，对于早期的网民具有很大的诱惑。

即时通信工具的出现与发展，满足了人们持续、稳定的交流的需要。即时通信工具使得每一个用户都变成一个社交中心，每个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织社交圈子。对于个体来说，在利用即时通信进行个体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己的人脉资源的积累与扩张。另一方面，即时通信交流从微观上看是点对点的，但是，从宏观上看，每一个个体用户只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每一个个体都会通过这个网络与他人产生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看，以点对点的人际交流为基础，即时通信也推动了社会连接，为网络中的公共信息传播、公共活动开展等提供了基础。

（三）基于游戏的虚拟情境互动

游戏也是网络中一种重要的人与人连接方式。与其他网络互动不一样的是，游戏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情境，这种情境下的体验，既有感官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游戏，正像任何信息媒介一样，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它对群体或个人的影响，是使群体或个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实现重构。
[1]



网络游戏看上去是虚拟的体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社会的镜子。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游戏，在游戏中选择什么样的角色，是完全自主的一种自我角色设计，是通过游戏角色完成自我认同或自我塑造的过程。网络游戏的体验大多也是一种补偿性体验，它往往是玩家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获得的。

尽管人们的游戏选择有现实的动机，但借助游戏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虚拟情境的，完全脱离了现实关系，与其他社交平台相比，少有“关系之累”。

（四）以个体为中心的基于内容的“表演”与“观看”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个人体现其存在感的需求，以个体为中心的、基于内容的“表演-观看”模式由此出现。博客是以文字为道具的表演，而视频直播与短视频，则是以视频为表演手段。

每一个博客空间，都是一个舞台。与论坛不同的是，一个博客只有一个主角。所以，博客这种模式保证了表演者的中心地位。虽然后来的博客也越来越多地借鉴了其他社交平台的多元连接形式，但总体来看，基于内容的表演，还是其核心。

而博客的阅读者，则是观众，他们虽然对博客的表演热情、表演方式等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他们只是作为观众产生影响，无法争夺博客作者的主角位置。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有时存在着直接评论、留言等互动，但也可以完全是单向的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直播与短视频等形式，逐渐成为另一种类似博客的个人化表演舞台，只是其表演手段发生了变化。

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平台上，文字是赢得关注与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文字能力也就成为一种门槛，阻碍一些人的自我展示。但直播与短视频消除了这种障碍，给了某些群体在文字之外展示自我的机会，哪怕是用出位的方式。

过去沉默的观看者，在视频平台上可能成为万众瞩目的表演者，这种翻转的连接，也意味着一种新赋权，让更多草根走入公共空间，为他们打上聚光灯，让他们成为焦点。

相比电视，个人的视频直播或短视频，虽然也有设计和表演的成分，但更多地带有生活的底色，也更容易唤起普通用户的共鸣与代入感。

（五）以个体为节点的多链条连接

在博客之后出现的SNS，是人-人连接模式的一次重大变化，它以实名为基础赋予个体网络节点的地位，并通过多重链条、多重线索将人连接起来，人与人的互动也有了更多可以选择的方式。

从每个用户这个SNS的基本单元来看，SNS提供的是一种“个人展示”+“多重关联”的传播模式。人们的关联主要包括：

社交关联：即通过有意识的社交互动来建立和发展联系。

内容关联：通过对别人发出的内容进行评论、评价或转发，来产生与他人的互动。

兴趣关联：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有些情况下，即使人们不进行主动的互动，也会产生联系。

时间关联：人们在某一时间里的共同行为，或特定时间节点引发的兴趣，也是用户产生关联的基础。

空间关联：以空间为基础来寻找人们的共同点，例如“开心网”曾经的“足迹”功能，就是以空间为基础，来展示人们的经历或爱好，而这些空间也使不同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活动关联：通过某一活动来激发人们的共同性，使人们的连接得以强化。调查、投票、游戏等，都是SNS网站常见的活动。

SNS之后兴起的微博和微信，虽然在某些方面与SNS有差异，但它们也基本继承了SNS的个人展示+多重关联的模式。

相比博客、直播等的个体中心模式，SNS、微博、微信的个体节点间更容易产生相互联系，关系网络扩张能力更强，社会关系的弹性更大。

（六）以产品或服务为中心、中介的“泛连接”

大众点评、淘宝等平台，提供了另一种人的连接。用户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产品和服务进行点评，但是，以这些产品与服务为中心或中介，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一种松散的、泛化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区。

在这些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平台，之所以也需要用户间的互动，是为了便于用户分享其体验，为其他用户提供参照。互动所带的“人气”，也会给这些平台带来温度与热度。

（七）借助标签的隐性连接

以往的连接都是显性的，基于一定的平台功能实现。但在今天的个性化推荐平台，用户被平台打上的标签，成为另一种隐性的连接线索。表面上看，标签只是人与内容连接的依据，人与人之间没有直接互动，但在某种意义上，标签也可以将具有共同兴趣、属性的人连接在一起，以标签来区分人群甚至形成社群成为可能，尽管目前这方面的应用还没有完全开发。

三、用户关系性质的摇摆

在产品本身的连接模式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那就是网络社交产品中，用户的关系性质也在一些方向上摇摆。

（一）远距离与近距离间的摇摆

早期的网络社交应用主要是试图帮助人们突破传统地域束缚，发展出“远距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少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这也是早期网民沉迷于此的原因之一。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社交平台开始致力于将“近距离”关系移植到网络中。

这种近距离一方面体现为现实关系这样一种“近”。有现实关联，意味着更多的相互联系与约束。

另一方面的“近”，则体现为空间的“近”。移动互联网的LBS应用，可以使空间位置成为人们的关系连接依据，基于物理空间位置的互动也在微信等平台上发展起来。

远距离互动虽然没有太多约束与负担，但能给人们的实际社会支持有限，而近距离互动则相反。因此，人们也需要不断寻求远距离与近距离之间的平衡。

（二）匿名关系与实名关系间的摇摆

网络社区早期是以匿名为其基本特征的，匿名让人们的情绪释放更为安全。但是，这种匿名社区越发展，人们对实名的需要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人们不仅仅需要通过互动获得心理释放，也需要通过互动获得更多的现实社会资源，这也是Facebook获得成功的基础。Facebook也带动了一批实名SNS的流行，在中国，在SNS之后，微信也基本是基于实名关系的社交。

但这并不是终点。随着网络中实名社交的普及，人们因实名关系感受的压力与负担也越来越沉重，匿名的需求又开始出现。2014年推出的“无秘”“乌鸦”等带来了匿名社区的“回潮”，虽然这些产品后来并没有成大气候，但它们的出现也回应了某种市场需求。在“实名”与“匿名”社区间切换，是用户在社会资本与心理释放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这意味着，“实名”或“匿名”化产品都有其市场。

（三）弱关系与强关系间的摇摆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最早提出了强关系与弱关系（也译为强连接与弱连接）的概念。强关系是指联系频繁的、直接的关系，而弱关系则是联系不够频繁的、间接的关系。格兰诺维特指出，强关系往往是同质群体内部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纽带。强关系和弱关系，与前文说的近距离和远距离关系有些交叉，但并不等同，有些空间上的“近距离”关系也可能是弱关系，而有些远距离关系也可能是强关系。

在网络的各种互动中，同样也存在着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区分。

网络初期的互动，以发展弱连接为主要诉求。突破了传统社交范围限制、可以随机切换、没有太多负担的弱关系，曾令当时的网民欣喜，但后来基于人们现实生活与工作的需要，一些网络应用也开始向强关系倾斜。但仅有弱关系或仅有强关系都是不够的。目前在中国主流的社交平台中，微博和近年兴起的短视频平台以弱关系为主，微信则以强关系为主，它们从不同方面满足着人们的需求。

当然，网络中强、弱关系的相互转化也很常见。频繁的互动可能会促进一些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而另一方面，人们的选择性社交策略也可能会使一些原本的强关系被“弱化”。

互联网社交产品中出现的这些关系属性的“摇摆”，一方面是产品创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用户的社交需求重心随时间、情境等因素而发生的摇摆。



注释：


[1]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00.


第三节　互动：从个体到集体的不同“面向”

网络提供了各种连接技术与平台，用户之间用各种方式实现了关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变得频繁，虽然不同平台的连接模式不尽相同，但人们参与互动的目的与动机仍有很多共通性。

在各种社交平台、各种关系网络中进行的互动，也是传统时代传播与交流的延续，它也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交流的五种意涵：对公共舆论的管理，对语义之雾的消除，从自我城堡中进行的突围，对他者特性的揭示，对行动的协调。
[1]



从个体层面来说，作为一种自我城堡的突围方式，互动有很大的自我表演的成分，但它也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链条的制约。而从群体层面来看，促成相互的理解、公共意见的形成、共同行动的达成，甚至结成共同体，也是互动的主要指向。

一、作为社交表演的互动

网络中的个体，都以自我的表达为基础与他人进行互动。

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格林沃德（Greenwald）等学者提出，从自我的动机层面可以将自我区分为“公我”（public self）、“私我”（private self）和“群体我”（collective self）三个方面。个体的自我有三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产生的任务。第一种任务是获取社会赞许，因此，对于个体来说的“有意义他人”的评价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公我”。“公我”往往与“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有关。第二种任务是获得个人成就，这是指建立在内在自我评价基础上的个人成就，因此，较少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是独立于他人的“私我”。第三种任务是获得群体成就。自我要完成群体对角色的要求，群体的评价和目标被内化为个体的“群体我”。
[2]



网络的互动，更多时候是在“公我”的情境下，因此，自我呈现或印象管理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与他人的社交互动中，人们会常常表现出如美国学者戈夫曼所称的“表演”行为。

（一）“表演”：社会互动的基本策略

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指出，在我们的日常交往和生活中，人人都是表演者，在特定的情境、不同的舞台上认识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期待，不断根据自己身处的舞台以及交往对象调整自己的行为。人们表演的区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人们正在进行表演的地方，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作准备的、不想让观众看到的地方。人们在前台的行为举止与后台是不一样的。
[3]



在网络中的人际互动中，头像、昵称、交流手段、自我披露程度等的选择，都是基本的表演的策略。在网络的群体互动和其他各种平台上，表演也是用户的一种常态。

今天人们总会提到一个词：“人设”。“人设”便意味着表演。每个人都希望在公开的交流中建立起自己认为理想的“人设”，并通过自己在各种情境下的表演维护好这一“人设”。当然，有些时候“人设”是被他人强加的，这会给表演者带来内心的纠结，也会使他的表演呈现出挣扎、矛盾的一面。

网络中的表演常常有两种情形：

其一是营造出有利于获得情感支持、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个人形象；

其二是塑造一种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获得心理满足。

网络的“虚拟性”这一前提，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表演舞台和表演手段。

网络中的表演，也是个体建立自我认同、完成自我建构的一种方式。后面的章节将从自拍、美图等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二）虚拟性：网络空间表演的情境特点

就像戏剧表演一样，社交互动表演也是在一种场景和情境中进行的，而对于网络中的互动来说，虚拟性是表演情境的最本质特点。

在网络空间里，很多时候人们可以不透露个人的真实身份，进入“匿名”状态。但网络中其实很难有完全的无条件的“匿名”，从技术上来说，对网民进行定位与跟踪都是可以实现的。在IPV6等技术普及后，通过IP地址等方式来确定用户身份更为容易。而从SNS应用开始，越来越多的网络应用需要用户采用实名方式。“匿名”是有条件的，有时甚至是网民的自我错觉。

因此，用户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一定的身份自由度这样一种特性，用“虚拟性”来表达更为确切。

虚拟性意味着人们是用符号的方式来进入网络世界，这个符号可以是他的本名，也可以是昵称。虚拟性意味着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之间存在多重映射的可能，也就是说，网络用户对自己的角色可以进行多重设定，自由分解。人在虚拟环境下的表现，往往不是单一的。人们会在不同心情下或不同环境里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虚拟并不等于“虚假”。美国网络研究专家埃瑟·戴森（Esther Dyson）认为：“假名更可能是这样一种面具：人们使用它来表现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不是隐藏自己的本性；或者说它允许一个人真正表现其性格的某一方面。”
[4]

 她还认为：“网络会对人类机构带来深刻变化，而对人性则没有什么影响……网络会使人性和人类的多样化得到张扬。”
[5]



她的话提醒我们，虽然从表面看有些人在网络中面目全非，但一个人在网络中会变成什么样子，总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应该说，网络生活还是一面镜子，只不过有时它像哈哈镜，它把人的某些特征夸大，某些特征缩小。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的人，就没有镜中的像。

情境的虚拟性，还意味着情境的并发性与多重表演情境的自由切换。

网络中的互动，是基于人们的现实需求进行的多重表演。要更好地理解与认识“虚拟性”前提下用户的行为及其互动，仍应从人性出发，需要借助传统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

（三）角色自由：网络空间的表演特点

用户的“表演”总是以对角色的设定为基础的。角色扮演是表演的主要过程。

社会心理学认为，角色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社会期望内化为对自身的期望系统而获得和形成的外在行为模式。社会身份是社会赋予个体的，比如年龄、性别、国籍、职业、财富等。每一个个体都会拥有多个身份，这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之为“角色丛”（role set）。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场景，人们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角色，以适应这些场景的特殊要求。根据角色的特征，可将其进行划分，如先赋性角色与获得性角色、活跃性角色与潜隐性角色、正式角色与非正式角色以及现实角色与虚拟角色。

角色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可以分为三种：互动（interaction）、规范（norm）和自我表达（self presentation）。角色扮演心理过程又可以细分为角色获得（role taking）、角色表演（role playing）和角色转换（role changing）几个方面。相比现实空间，网络用户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具有更多的表演自由：

其一是角色获得的自由。

新媒体赋予人们的是一种“虚拟角色”（virtual role）。与真实的社会角色不同，新媒体用户的角色可以不受社会环境的限制。它的获得完全是出于个体的意愿。这种虚拟角色的功能，应以“自我表达”和“互动”为主，相对来说，“规范”的成分会少一些。

虚拟性这一前提也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新媒体中进行多重角色设置。不同的角色可以折射出现实心理状态与诉求的不同侧面。

其二是角色表演中的自由。

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们必须要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这是“我们的人性化的自我（all-too-human selves）与我们社会化的自我（socialized selves）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6]

 。但是，在虚拟空间里，这种稳定状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非实名的状态下，人们可以更多地表现出“人性化的自我”，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表演空间可以多样化，如果在一个表演空间里失败，人们可以转移到其他空间，这样，“稳定性”这样一个维持自我形象的前提，在某些空间里也就不再是必需的。

但是，在虚拟空间中人们的表演并非总是不稳定的，在那些对他们产生了重要意义的社区里，他们可能还是会保持着表演的相对稳定性。

其三是角色转换的自由。

角色获得的轻易性，角色的多重分化可能，都意味着虚拟空间中角色转换的自由。当然，人们是否会转换自己的角色，核心影响因素是某一角色对他们的意义。一个角色如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角色转换的成本高，人们在试图进行角色转换时就会有更多的顾虑。

（四）网络互动中的表演舞台与手段

戈夫曼用前台来指称社交互动中特定的表演场所，一个人在前台的表演可以看作是其个人形象的尽力展示，他在该区域中的活动维系并体现着某些标准，前台的表演是为了有助于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而强调某些事实、掩盖另一些事实。与前台区分，人们还需要后台，后台是人们可以展现那些被掩盖的事实的地方。
[7]



网络空间也是表演的前台。尽管在博客兴起时，有研究者认为，博客有一种将表演的后台前移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将原本在后台的行动放进前台，仍是一种表演的策略，即以适当披露后台行为来换取人们对其表演的关注，营造与观看者更亲近的距离感。即使是视频直播，人们展现了更多的私人化空间，但这里仍包含着对私人空间的修饰和控制策略。“后台”完全前台化是不现实的。

作为虚拟的表演场所，网络为用户的表演提供了更多的修饰自己的手段，大体而言，用户的表演手段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基于文字的表演：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虽然也有其他交流方式，但文字仍是其最核心的交流方式，在这些平台上，用户的表演更多地以文字为道具展开。文字能力也成为表演水平的主要衡量依据。

基于视觉符号的表演：在一些图片类社交平台（如Instagram）、视频分享和直播平台上，表演主要是基于图片、视频等视觉符号。这类表演往往有两种指向，一是对自身的呈现，如各种自拍、直接等，二是以视觉符号来展现自己的才能。

基于互动手段的表演：各社交平台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互动，如点赞、评论、转发、游戏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互动也有表演的作用，例如，点赞对象的选择、点赞的频率与时机等。

基于个人设置的表演：“昵称”、“头像”、“签名档”、“标签”、“签到”、地理位置等个人设置也都有一定的社会表演空间。与头像类似的，昵称也是完全由人们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偏好实名还是匿名，是人们性格的体现，非实名的昵称总是或多或少透露着人们的个人背景、生活经历、性格或情绪等。人们的头像和昵称并非一成不变，甚至某些时候，它们会成为个人心情的一种动态展示。另一方面，头像与昵称的选择也与交流平台氛围及对象相关。头像和昵称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代际差异。

此外，在类似豆瓣这样的社交空间里，晒书单、电影名，也暗含着对自我品位的设定，同样具有表演的成分。

（五）表演背后的心理动因

一个人会在何时何地扮演何种角色，实际上是他内心的心理的一种直接反应。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在虚拟世界里的表现，往往与他在现实世界里的心理感受相关。因此，借助心理学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解释用户在角色设置与表演背后的复杂心理。

人们在社交平台的表演是一种自我建构。自我建构的概念最早由黑泽尔·罗斯·马库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于1991年提出，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在何种参照体系中进行认知的一种倾向。玛莉琳·布鲁尔（Marilynn Brewer）等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从自身独特性定义自我、从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从自己和所从属团体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他们将这三种建构倾向分别命名为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和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也称为自我的三重建构。对每个个体来说，这三重自我建构都存在，只是对于不同个体而言，三种建构倾向的相对强度存在差异。性别和文化差异对个体自我建构倾向的影响相对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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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研究者也基本上在类似的倾向下进行自我建构的研究。

对于人们在社交互动中的表演而言，每一个表演都可能涉及三重自我建构的博弈，人们在表演过程中，试图展现自我的独特性，但同时这种展示又会获得来自他人及群体的反馈，表演者会随时根据这些反馈来调整表演策略。

另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在表演中的策略选择与调整的动因的心理学理论，是“认知失调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们在观点、态度、行为等之间具有一种一致或平衡的取向。即两个认知元素之间要达到一致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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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认知元素，是指一个人对自身、对自己的行为及对环境所了解的事情。两个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无关、失调、协调。失调即指不一致、矛盾、不合适。

在费斯汀格看来，失调的原因包括：

逻辑上的不一致，文化上习俗、观点的普遍性（一种观点包含在另一种更普遍的观点中），过去的经验等。此外，其他学者认为，认知失调的原因还应包括承诺、意志、责任等因素。

费斯汀格还认为，认知失调的程度取决于认知元素的重要程度。越是重要的认知元素，所能带来的失调也就越严重。

当出现失调时，人们会努力减少失调，其方法是，改变行为认知元素（改变自己的行动）、改变环境认知元素（改变对环境的看法或改变环境）或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用新的认知元素来加以平衡）。同时人们还会主动地避免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和信息。这导致人对于信息的高度选择性。

费斯汀格还研究了失调程度与人们的信息行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当很少或没有失调，个体既不追求也不避免失调信息。中等程度的失调，导致最大限度地主动追求减少失调的信息，避免接触增加失调的信息。极度的失调，导致追求增加失调的信息，使失调增加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从而使情境的某些方面发生变化，最终减少失调。

对于群体可能给个体产生的心理影响，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做出的解释是，社会群体是个体认知失调的主要来源，也是他消除和减少可能存在的失调的主要来源。

减少由群体引起的失调的方法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使之与其他人的认知一致；影响他人的观点，使之与自己的观点一致；以某种方式使自己与别人不可比。

认知失调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人们各种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因，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们在虚拟世界扮演的角色及表演行为背后的动因。

（六）基于表演反馈的自我审查与调整

个体通过互动中的表演来进行自我形象塑造，但其表演策略未必总是选择得当，表演的结果也未必总能如愿。某些时候，表演的失策甚至可能带来“人设”的崩塌。

表演虽然看上去是人对自我形象塑造的一种主动行为，但它又反过来会作用于人的自我认知。有时，它会对人们既有的自我认知起到证实作用，这会鼓励人们坚持已有的自我，但有些时候，在表演中人们会从他人那里获得负面的反馈，从而对以往的自我认知产生动摇，有时也会修正自我认知并对表演行为做出调整。

网络互动的频繁，会使得表演-反馈-评估与调整自我认知的过程也变得频繁。

二、作为社会关系作用机制的互动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网络社会中，个体化节点也需要与其他节点产生连接才有意义。人们希望获得的情感支持、社会归属感或社会资本的需求满足，也建立在网络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基础上。

无论用户在什么类型的社交平台活动，最终他们会在互动中获得以下几类关系：

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既有情感导向的、也有功利导向的，既有亲近的、互动频繁、持久的强关系，也有遥远的、临时性的弱关系。人们的关系也会处于不断变化中，甚至强、弱关系也可能向其对立方面转化。

群体关系：此处说的群体，是广义上的群体。网络中的群体可以体现为多种规模、多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群体成员的整体互动，群体也会对个体形成相应的约束。

社会网络：这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它既覆盖了个体的一对一关系，同时又会以整体结构方式对个体产生影响。

在社会关系构建的同时，个体也会反过来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在意见表达、态度形成方面。这些影响往往是在互动中实现的，人们通过互动感受他人的意见、态度或群体的意见气候，也在互动中通过对自己的意见、态度与行动的调整，来对他人或群体做出回应。

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以各自的方式在对个体产生影响：

（一）社会关系中一对一链条对个体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人们的关系网络中一对一的关系链条对其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是直接的。海德（F.Heider）的平衡理论、纽科姆（Theodore Mead Newcomb）的对称理论、奥斯古德（Charles E.Osgood）的调和理论等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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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德的平衡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不平衡的状态产生紧张，并产生恢复平衡的力量。对于平衡状态，他的定义是：“在这种状态中被感知的个体与所感觉的情绪无压力地共存。”

海德建立的研究模型是：一个个体P（这个人也是研究对象）、另一个体O以及一个物质的客体（或观念或事件）X。海德需要研究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组成，而什么情况是“平衡的”，什么情况是“不平衡”的。

海德的结论是：如果三者关系在所有方面都是正面的，或者，如果两种关系是反面的，一种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平衡状态就会存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组合都是不平衡的。这就揭示了他者对个体态度影响的深层机制。

纽科姆则提出了“对称”（symmetry）的概念，来区别于“平衡”。与海德类似的是，他也提出，人有对和谐的需要。他用“趋向对称的持续张力”（persistent strain toward symmetry）来表达这种需要。

纽科姆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最简单的传播行为模式，即个体A传达信息给个体B有关某事X的信息。在这个模式中，假设A对B与对X的倾向（态度）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这三者之间便组成了一个包含四个取向的系统，即A对X的倾向、A对B的倾向、B对X的倾向、B对A的倾向。纽科姆进一步分析道，如果A与B对X的意见不同，那么这种“趋向对称的张力”取决于A对X的态度有多强，以及A对B的吸引力有多大。当A对B的吸引力增强时，如果同时A对X的态度也增强，那么便会有如下结果：A会竭力与B达到对X态度的对称——而这很可能会实现，并且A很可能加强对B有关X的传播。

纽科姆的理论，更强调个体之间为了达到“一致”而进行的传播。

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congruity theory），着重研究个体与“对象”及对象的“来源”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个体对“来源”和“对象”态度相似、而“来源”对“对象”主张否定时，或是当他对“来源”与“对象”态度不同、而“来源”对“对象”主张肯定时，不调和都会存在。即三者之间只有一个否定关系，或者所有关系都是否定的，就会出现不平衡。这一点，与海德的“平衡”关系的模式是一致的。

以上三种理论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一对一的互动对于个体的心理、态度甚至是行为的影响。

在传统虚拟社区占主导的网络时代，人们更多受到社区内多对多互动的影响，而在微博、微信等应用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人们的一对一互动也是频繁的，因此，这种互动的影响的能力在不断上升。而且这种一对一的互动的影响由于社会网络的传递，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影响。

（二）群体心理的影响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群体的存在，会给置身其中的个体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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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扎伊翁茨（Robert Zajone）认为，他人在场时，会形成一种社会唤起，促进优势反应，其结果是促进简单行为，削弱复杂行为。即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事，人们能做得更好，而复杂的事则会做得更差。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社会助长作用”。

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则注意到了一种“社会懈怠”现象：群体也可能使个体产生懈怠，且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个体付出努力的程度在减小，因为在群体条件下，人们会受到“搭集体便车”的影响。如果评价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话，那么个体往往会减少自己的努力。

人在群体中失去自我感，即“去个体化”，也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即在群体情境中，人会失去自我觉知能力，从而导致个体失去自我和自我约束。

有关“群体极化”的研究则指出，群体讨论往往会强化其成员的最初的意向，例如，使偏激者更偏激。同时，群体讨论也会强化群体成员的共同态度，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

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心理做出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会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群体心理的特点常常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轻信，群体情绪夸张、单纯，群体也往往会出现偏执、专横、保守的倾向。群体既可能有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根本达不到的崇高。
[12]

 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勒庞的研究提出了批评，但勒庞的分析，的确给人们分析今天的网络现象提供了很多的参照。

群体互动在影响个体心理的同时，也有可能对其行为、态度等产生影响。群体互动也会在集体层面产生一些影响。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三）社会网络中的结构关系对个体的影响

人们所处的社会网络也会通过一种复杂的结构关系来作用于个体。

社会网络中存在着权力关系，一些成员由于种种原因，会处于强势地位，而另一些成员则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权力关系不仅影响到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也影响到个体的态度甚至行为。

按照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社会网络中权力的测量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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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度中心度：这个指标的考察角度是，如果一个行动者与很多他者有直接的关系，该行动者就居于中心地位，从而拥有较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称为点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通俗来说，中间中心度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某一个点对网络中其他点之间的交往的控制能力。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多个交往网络的路径上，可以认为此行动者居于重要地位，因为他处于其他点发生联系的“要塞”上，因而具有控制其他行动者之间交往的能力。

接近中心度（整体中心度）：一个点的接近中心度的值越低，也就表明它越接近网络的中心，它的影响力越大。

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介绍这几个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只是想借此说明，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不仅认定了社会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存在，而且可以计算出某些行动者（节点）对于他者的控制能力的大小。这些计算方法，也完全适用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分析。

除了这种权力中心对于成员的影响外，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已有成果，我们也可以推测，网民在社会网络中形成的凝聚子群，也是作用于成员的一种结构因素。

美国社会学者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中，通过霍桑实验、杨基城研究等提出，在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中，除了家庭、班级、协会等正式群体外，还有一类子群体，被称为“派系”（cliques，也译为“小集团”“小团体”等），“派系”这种非正式关系可以把人们联络成为具有共同规范、价值、导向和亚文化的凝聚子群（subgr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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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凝聚子群”的含义是：“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
[15]



对于“派系”的判定，社会网络分析也有一套相应的方法。早期对“派系”的界定过于严格，于是一些研究者又定义了几种“凝聚子群”来扩展“派系”的概念。但无论怎样，“派系”“凝聚子群”的概念都强调了社会网络中的某些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利益、意识、规范等的作用。

今天的网络社会研究中，虽然多数研究者不用派系、凝聚子群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网络人群中形成的小团体，但是，社区、社群、族群、圈子、圈层、共同体等词，也说明了网络人群存在着多种人群的聚合模式，这些人群的聚集不仅带来群体心理，也会以权力、利益、情感等其他因素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

三、互动建构的网络共同体

网络互动会形成各种性质的人群聚合，有些聚合结构是松散的，有些则更为紧密，有些人群是异质的，而有些人群则是同质的，甚至有些人群形成了共同的意识，并具有一定的共同行动能力，形成了如上文提到的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凝聚子群”。但因为凝聚子群是在社会网络的特定语境下，一般人们使用这一概念较少。而如果用群体一词来涵盖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群聚合方式，又显得过于笼统，因为群体这一概念本身含义是多元的。下文试图从共同体这一视角来分析网络相对紧密或具有同质性的人群聚合。

（一）共同体概念的缘起

共同体这个词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其对应的德文为Gemeinschaft，英文通常称为community，1887年，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群体分为两种类型，即共同体和社会（Gesellschaft）。在他看来，“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都是共同体生活，而社会是公共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是真实的、有机的生命，而社会是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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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共同体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友谊（精神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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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有其特有的意志，即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也即共同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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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社会则是通过协定和自然法形成的一个统一的聚合体，即一群自然的个体和人造的个体的聚集，个体的意志和活动领域之间彼此关联，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结合，不过个体同个体仍然互相独立，他们无法影响彼此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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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里通行的是协定性的社交，类似于以物品价值为依据的交换关系，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重要性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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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称共同体与社会分别对应着两个时代，共同体的时代通过作为默认一致（家庭生活）、习俗（村庄生活）与宗教（城镇生活）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而社会的时代则通过作为协定（大城市生活）、政治（民族生活）与公共舆论（世界性的生活）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社会时代是在共同体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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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学者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研究，视角与判断与他有所不同。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mile Durkheim）从社会团结角度来分析共同体的形成机制与互动关系。他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类模式。机械团结强调的是个人意识的相似性，有机团结强调的是社会劳动分工。涂尔干指出，机械团结发生在传统社会也可以称为“环节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小地方、小共同体内，因意识的高度同质性而凝聚在一起，借助人际互动产生较强的社会团结，形成大社会中一个一个内聚性很强的环节。而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分工的发达使社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被紧密地组织起来，新的组织结构替代原来的环节结构，使以往在“环节”之间相互分离的个人也日渐在实际生活中被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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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与滕尼斯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冲突的，滕尼斯将“社会”这样一种形式视为机械的构造，而涂尔干则将工业社会的关系视为有机团结。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冲突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的复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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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研究者认为：滕尼斯更多地看重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意志，他认为，“共同体”导源于本质意志（主要基于情感动机），而“社会”导源于选择意志（尽量排除感情因素的纯理智思维）；涂尔干则更多关注个人与社会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的。两者承袭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学术旨趣与视角导致了他们的判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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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两位学者对于人们的社会集合及其集合的机制的研究，都给了后来者启发，激发了这一方向下的研究。

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了共同体在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一些特征，如：紧密的社会约束力；对社会机构的依附和参与；仪式庆典；小规模人口；相似的外表特征、生活方式及历史经验；相同的道德信仰、道德秩序等。
[25]



在国内，对于滕尼斯提出的Gemeinschaft的译法，除了“共同体”外，也常常会用“社区”一词，而从中文以往的表达习惯来看，社区容易让人们首先联想到其空间特性，虽然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后来越来越多地脱离了空间的前提。不同学科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使用偏好，例如，社会学领域研究者使用社区的说法较多，而政治学领域则使用共同体一词较多。有些语境下，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也会使用“社群”这一说法（如后文涉及的“社群主义”）。

综合以往学者的观点，结合本节的语境，在此将网络共同体界定为，网络中以某些共性或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相对稳定的人群集合。

虽然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语境下对于共同体的界定不尽相同，无法给出一个能被所有研究者认同的界定，但无疑，判断共同体是否存在，需要基于一些要素的认定。在此结合以往研究者对于共同体的构成要素的总结以及今天的网络实践，梳理出以下对于网络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核心意义的要素：

空间集中性：滕尼斯对于共同体的界定中，将地域视为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中，虚拟“地域”或空间的集中性，对于共同体的形成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相对的是空间的离散化。

互动：共同体的形成要依靠成员的互动，有些互动是在同一空间里成员间的直接交流，有些互动则是以内容、活动等为中介的间接互动，例如，人们通过阅读、观看同一内容或参与同类型活动而接收相同的信息或文化，这些内容或活动连接起了人们。虽然以往人们对于互动的定义都强调直接互动，但对于网络某些共同体的形成来说，间接互动也有意义。

情感联系：共同体成员对彼此和共同体具有情感需要，也会获得情感方面的满足。

利益导向：有些共同体具有利益导向，人们会具有较为突出的对社会资本、现实利益等的追求。

一致行动：能够在一定的目标导向下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

行为方式相似性：成员在某些行为方式，如信息消费偏好、消费模式、语言风格、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文化相似性：成员在价值观、文化趣味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关系结构：主要体现为成员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等级差异等。

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成员是否明确意识到共同体的存在，并认同自己为共同体的一员。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也直接关系到共同体对成员的约束力与影响力。

但并非所有共同体都需要同时兼备以上所有要素。下文所分析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都只是具备其中的某几种要素。

（二）社区、社群、族群、圈子：网络共同体的不同表现形式

在以往关于共同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共同体的分类有多种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分类方式，如滕尼斯提出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三类共同体，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地理、记忆和心理三种共同体等。
[26]

 在网络中，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其中的精神共同体、身份共同体、记忆共同体、心理共同体等，但网络共同体的类型不止于此。从维系纽带和成员诉求来看，网络中的共同体，包括精神或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等多种性质。

研究共同体，更需要关注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模式与结构方式，因此，本书从这个角度将网络中的共同体分为四类。这一分类带有一定的个人化判断，未必与目前研究中各研究者使用的概念及其指向完全一致。不同研究者对于各类共同体的界定也是有分歧的，但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意识到，网络中的共同体存在着差异，对它们做出区分是有必要的。


1.网络社区


在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社区（community）是人们对网络中出现的共同体的最早称呼，无论是称为虚拟社区、在线社区或是网络社区，重点都在社区。而研究者梳理概念的起源时，也都会溯源到滕尼斯。

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an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首次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而他是基于自己参加“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简称为WELL）这一“新闻组”的体验开始虚拟社区的研究的。瑞恩高德关于虚拟社区的定义是，网络中相当多的人展开长时期的讨论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聚合，他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人情（human feeling），并在电脑空间里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
[27]

 。综合目前研究者对于网络社区的定义来看，一般而言，网络社区指网络中具有一定稳定关系、互动频繁并对个体产生持续影响的社会集合。

与滕尼斯定义的传统共同体（社区）不一样的是，现实地域因素对于网络社区的意义弱化甚至可以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网络社区是基于虚拟空间的共同“地域”。人们在网络社区的纽带多为情感性的，如瑞恩高德所说的“人情味”。这是最初级层面的网络共同体，虽然社区成员具有较频繁的互动，且成员受到社区互动的影响越来越深，社区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共同体，但成员不一定有明确的共同体意识。一旦出现了明确的共同体意识，那么它也就可以上升到社群的层面。

还有很多时候，人们提到的网络社区也可泛指网络中的各种社交空间。但是，从瑞恩高德最初对虚拟社区的定义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集合，而不是空间。国内外有关网络社区的研究，也主要是研究社区整体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也就是共同体的影响。因此，虽然有些时候可以用网络社区这个词指代各种社交空间，但在研究时，使用网络社区这一概念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界定。

前文也提到，进入Web2.0时代，一些网络社交空间的成员关系变成了“链式”关系，例如SNS、微博、微信等，这样过于开放的空间难以形成群体成员间的互动，因此，本节所说的社区这样的共同体，更多地基于“圈式”结构的社区，但也有些平台，例如国内的豆瓣，虽然成员结构关系更开放，但成员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也可以围绕一些话题进行互动，因此也可以视为网络社区这个层面的共同体。

从网络社区这个层面看，共同体对其成员的影响，更多的是情感、情绪、态度等心理或精神层面，人们对于情感支持的需要，是在早期网络社区中最突出的需要。网络社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滕尼斯所说的精神共同体的建构。


2.网络社群


虽然网络社区与网络社群这两个词经常被混用，但是，人们今天在某些语境下会更多使用社群而不是社区这个概念，这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对新词的追逐。社区与社群两个中文词都可以对应于英文的community（社群是台湾地区对community的一般译法），但严格来说，今天人们多数时候说到的社群，例如在社群经济语境下提到的社群，并不完全等于社区，社区既可以是一种空间的概念，也可以是一种人群的概念。网络社区形式多样，人群聚合模式既可能紧密，也可能松散。而社群则只指向人群，它是基于特定虚拟社区形成的较为紧密的人群聚合。

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社群是以互联网为媒介而进行网络互动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和网络群体意识的相对稳定的人群。
[28]

 这一定义更多地借鉴了社会学领域对于狭义的群体的定义。

另有研究者则将网络社群界定为由社会成员自愿集结而成的、独立于政府和其他主体的社会自组织形态。它无论在运作方式的自治性、群体边界的开放性，还是在旨趣指向的一致性、非营利性方面，都体现了原本属于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29]

 这一定义甚至提到了网络社群的“社会组织”属性，虽然界定过于苛刻，但也说明，相对网络社区，网络社群的要求更高。

一些社群经济的倡导者认为，社群经济的基础包括三个方面：共同的目标、高效率的协同工具、一致行动
[30]

 ，这也意味着拥有经济方面生产力的社群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群体特征。

一些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文化方面的研究，也会使用“网络社群”这样的概念，他们的研究也比较多地关注网络社群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

因此，如果要与网络社区这一概念做区分的话，网络社群可以视作网络中的狭义的“群体”，是具有群体意识、群体归属感和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的利益、文化、生产等方面的“共同体”。

当用社群这一概念时，我们不仅会关注共同体对其成员提供的支持与满足，也会更多地关注到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力。

网络社群的发展，使得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得到了更多的体现，特别是在社群经济的动力推动下，社群成员会形成更多的分工合作。

社区的形成，是人们在网络中基于本能流动的结果，但当社群的概念凸显并与经济等词挂钩时，人们对于社群的选择，就会带有比较强的目的性、功利性，有些社群也是被人为组织起来的。社群往往有一定的利益导向，这不一定都体现为经济利益，也可以体现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利益。


3.网络族群


在人类学的研究里，族群（ethnic group）指的是说同一语言、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对于其他的人们具有称为我们的意识的单位。
[31]

 以往人类学研究中的“族群”一词更多指向“民族”。网络空间的崛起，为族群凝聚和族群认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场域。
[32]

 但今天一些研究者所说的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族群，却与民族无关，它强调的是在互联网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共同心理、行为特征与文化属性的人群。

有研究者将网络族群视作网络社群的“升级版”，并将文化认同作为判定网络社群中是否出现了网络族群这一族群新样式的主要标准。
[33]

 但如果以族群的原始含义来看的话，网络族群未必一定要基于社群，网络社群往往是以集中的虚拟空间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社群里的人多是在某一封闭的虚拟空间活动、互动进而形成持续的关系。但网络族群不一定集中于某一个网络社区，而有可能散布在网络空间里，正如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并不一定要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因此，网络族群更多时候是一种离散的共同体。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网络族群的聚集，往往体现为年龄、价值观、消费意向等方面的认同感，具有主观性、参与性、分散性和虚拟性等方面的特点。
[34]

 也就是说，网络族群中的人可以是分散的，但共同的文化趣味、行为特征等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整体也会具有类似传统族群中的“风俗习惯”或独特语言。

对于网络族群的形成条件，有研究者将身份认同视作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将归属感视作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35]

 。但人们或许在早期并没有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随着族群文化不断强大，人们才逐步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强关系型的网络社会交往是形成网络族群的核心，共同的文化渊源是形成网络族群的基础，文化认同的构建是形成网络族群边界的关键
[36]

 ，而从传统族群的形成来看，强关系的交往未必是必要条件，对于网络族群也是如此，但文化渊源与文化认同是必要的。

与其他类型的网络共同体不一样的是，网络族群的形成，对空间的依赖性并不太强，人们之间的直接互动也可能不多。他们的关系形成更多的是借助某些文化性的纽带，如共同的兴趣以及相关的内容、产品等。当人们对某种文化产生共同兴趣并产生共同的生产、消费行为时，人们之间会相互模仿、相互传染，他们所消费的文化也会形塑其行为方式，经过时间的累积，这些人群的心理、行为等方面的相似性会更为明显，族群的特征也由此显现。就像传统的族群文化的“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常常被“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消费”的过程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
[37]

 一样，网络族群，也是通过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完成了族群文化的建构、传承。

网络中先后涌现出的各类“客”，如网络发展早期出现的“黑客”，后来的“闪客”，今天的“极客”，都可以视作网络族群。网络中盛行的二次元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看，也凝聚起了二次元族群，但随着二次元文化的发展与人群互动的深化，今天二次元人群甚至已经超越了族群，而成为具有更鲜明的文化边界的“亚文化圈子”。

由于网络技术与文化的流动性，一些网络族群的生命周期可能并不太长。但它们的出现，体现了特定时期网络文化的动向及其作用结果。


4.圈子


网络圈子既有以个人为中心的，也有基于群体互动关系的。前者难以称为共同体，但后者则具有一些共同体的特征。相比前面几种共同体，圈子成员的社会网络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成员关系更为紧密，很多时候圈子内部还有权力、等级落差，并且这种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也会使得圈子的持久性较强。当然社区、社群和族群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圈子。后文将专门研究这一现象。

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圈层”这个说法，但圈层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表达，因为圈层的指向既包含圈子，也包含层级。两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圈子在很多时候是人们主动聚合的结果，而层级化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社会定位。从共同体角度来看，圈子是一种共同体，而层级化则未必具有共同体的特征。

结合前文给出的共同体形成的要素，对几种不同的网络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及差异梳理如下（见表3-1）。


表3-1　不同网络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及差异@zkjuzhong@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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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总结主要是基于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的常见状况，有时它们也可能会有些例外。几种共同体之间界限也并非绝对清晰，有时也会有交叉。

此外，在网络中，还存在一些临时性的、流动的共同体。一些网络集体行动，往往容易聚集起这样的共同体。

（三）社会认同、社会资本、仪式、集体记忆：共同体的维系因素与机制

网络互动促成了相似人群的彼此发现、连接与汇聚，但要成为一种共同体，还需要一些重要的维系要素或机制。

就像其他群体聚集一样，社会认同也是网络共同体发展的动力之一。最早提出社会认同概念的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38]

 虽然在网络共同体中，并非所有人都会产生社会认同，但是社会认同是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动力。

学者们注意到，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立、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39]

 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不同的网络共同体的选择，是他们主动建构的一种社会认同。

对于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社会资本也有着特别意义。这既包括个人的社会资本，也包括共同体整体的社会资本。有研究者指出，从整体来看，虚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包括三个维度：结构资本（structural capital），即个体之间结构化连接的程度；关系资本（relationship capital），是指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度与性质，主要体现为承诺（commitment）、信任（trust）等；认知资本（cognitive capital），即共同的知识基础、术语及其表达方式等。
[40]

 这一分类对于共同体基本也是适用的。它带来的启发是，共同体发展，取决于其整体的社会资本，即取决于成员的整体关系及多对多互动。当这样的社会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并给其成员带来了多方面的满足时，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也会增强。

对于共同体边界的确立和共同体的持续维系，仪式往往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

以往社会学领域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很多都涉及“仪式”。涂尔干等研究者意识到，仪式参与设立了群体界限，从而也设立了道德责任界限
[41]

 。也就是说，互动仪式是确定群体关系与边界的重要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在今天也常常被用于解释网络中的各种互动。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即仪式）是社会动力的来源，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呈现的形象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柯林斯关于互动仪式的一些基本观点包括：
[42]



互动仪式有四个主要要素或初始条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无论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会因为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对局外人设定了限制，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场，而谁被排斥在外；人们将其注意力放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体验。

互动仪式有四种主要结果：群体团结，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个体的情感能量，即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代表群体的符号，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有关；道德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

从柯林斯对互动仪式的界定来看，互动仪式是特定的成员间为了强调彼此的关系、建立起群体意识、促进相互间的情感共享而进行的共同在场的互动。

参照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的要素，我们看到，网络中的互动仪式可能普遍发生，且这些互动仪式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视频观看时的弹幕对于二次元文化共同体具有特别价值，红包对于微信群这样的共同体具有仪式性意义，而网络直播也会成为直播者与观看者的一种互动仪式。

但网络中互动仪式的具体情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网络中的“身体在场”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是现实社会中的“身体在场”，而更多的是人们注意力在场，以及通过各种行动表达的在场感。

网络共同体的另一个边界是集体记忆。

涂尔干在对纪念仪式的分析中强调，记忆作为原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形成和维持集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43]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则首次明确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44]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4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
[46]



集体记忆总是有一个记忆的“主体”。对于互联网来说，有时它是全体网民，有时它是某些小的共同体。在网络人群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边界，书写一个统摄所有部落的宏大集体记忆越来越难”
[47]

 。因此，更多时候，网络中的集体记忆，是相互区隔的共同体的各自记忆，而非所有网民的共同记忆，即使有些事件、话题会获得全民关注，人们的记忆框架也会因所在的共同体不同而有所差异。

共同体的互动仪式，既是集体记忆的来源之一，也是集体记忆强化的重要手段。

一些共同体内的日常活动，虽然不一定总有仪式性，但它们日复一日的累积，也会构成集体记忆的“背景板”。而某些共同体的行动，如2001年的中美黑客大战、2016年的帝吧出征、2019年饭圈女孩与帝吧联合出征等，更是构筑集体记忆的重要契机。

网络符号（网络语言、视频、图片、表情包等）在互联网上的集体记忆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网络符号的形成与流行，往往与特定的共同体空间、特定的网络历史阶段相关，也常常由某些网络热点激发。它们不仅是表达符号，也是记忆符号。由某些话题引发的“造词”、“造句”、P图、恶搞等行为，更是将大量网民卷入，集体行为会加深集体记忆，这些行动也会促进人们的共同体意识。

即使全体网民的共同记忆很难形成，但互联网对于社会的集体记忆方式的改变还是显著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指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
[48]

 。以往的集体记忆，往往由权力的拥有者操控，特别是当这些集体记忆通过大众媒体记录时。而互联网时代，集体记忆的权力至少部分地转移到了网民手上。

（四）从液态到半液态：网络共同体流动性的变化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谈到流动的现代性时指出：“纽带变得易于断开，义务易于取消，游戏规则的生命不会超过游戏进行的时间，有时甚至还短于游戏进行的时间。”
[49]

 虽然在鲍曼看来，以共同体为表征的社群主义是对现代生活不断加快的“液化”过程作出的一个太好预料的反应
[50]

 ，也就是说共同体本身是对抗流动性的手段，但网络共同体常常也会体现出流动、液化的特点，个体选择与转换共同体更为便利，网络共同体的聚集与消散也变得更为频繁，网络共同体似乎成为流动的现代性的最新注脚。

而现代性在吉登斯的眼里，还具有“脱域”（disembeding）的特点：社会系统的脱域意味着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51]

 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机会，带来了再嵌入的可能。
[52]

 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可以从具体的时空条件中抽离，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在无限的时空中再联合、再组织、再融合。
[53]

 网络的出现，使得在“脱域”前提下形成的共同体变得更为常见，特别是当人们以匿名的方式存在时。脱域意味着人们对现实环境的切割，与现实关系的剥离。虽然事实上人们在网络脱域化生活的骨子里仍带着现实的烙印，但至少在表面看，人们获得了摆脱现实共同体而寻求新的归属的可能。

总体看来，网络共同体比现实共同体更容易流动、脱域，但是，在网络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网络共同体的“流动度”与“脱域度”也在发生变化。

鲍曼认为，共同体被寄予了“避难所”的期待——“一个置身汪洋恣肆充满敌意的大海中舒适安逸的普通平静小岛”，尽管他也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
[54]

 。互联网兴起之初，当人们涌向各种社区时，他们为摆脱现实中的孤独或逃离现实的羁绊，会把网络中的“避难所”视为超然于现实的乌托邦，人们试图建立一个可以将自己从日常烦恼中拯救出来的精神世界。当人们纯粹因为寻找精神庇护而在网络中寻找共同体时，他们可以因一时的吸引而进入，也可以因一时的不悦而离开。而单纯基于人们的精神需要形成的共同体，多数维系根基并不牢靠，结合也并不紧密，就像海边堆起的一座座沙堡，海浪拍来，很多沙堡就变成了一堆散沙。

因此，早期互联网中的社区发展虽然很繁荣，但是多数社区的生命周期并不长，即使有些社区持久存在，里面的人多是来来往往的过客，能形成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的成员并不多。当然，个体受到的约束也相对较少。

互联网早期共同体的流动性，为人们试探各种不同的关系聚合模式提供了便利，也为人们在不同共同体里穿梭寻找临时性的慰藉提供了可能，但对多数人来说，能沉淀下来的社会资本是有限的。当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产品将实名作为网络关系形成的前提时，这一切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实名化或半实名化的社交产品，推动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人们在网络中的共同体，也开始与其现实生活中的共同体出现交叉、重叠。乌托邦似的避难所越来越少，网络中的共同体也需要时时回应现实社会的召唤，与现实发生碰撞。人们也不仅仅期待共同体的精神庇护，而是越来越多地试图在共同体内培育社会资本，并力图将其兑换成现实的“资产”。当人们需要时时顾忌现实因素时，流动也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除了现实因素外，网络深度互动带来的共同体关系结构对个体的约束越来越深，这也会使得流动性放缓。共同体筑起的墙，既是集体性对抗外力的堡垒，也是对个体的“囚禁”。网络共同体越来越不像避难所，而是成为交易所。

当商业的力量进入共同体并提出“社群经济”这样的口号时，经济导向下的共同体，更使得精神纽带意义被削弱。

从早期相对松散的社区，到今天大量存在的网络社群与网络圈子，这种转变反映了网络共同体从倚重精神和情感向倚重利益的转向，虽然今天仍然存在大量的文化共同体，但这些文化共同体大多已经不是单纯的精神性或情感性共同体，而是混合了利益甚至经济的成分。这也是网络社会从轻快的流动逐渐走向“半液态”的过程。虽然流动并没有停止，但是阻止流动的因素在增加。这种半液态的状态，也可能会进一步演变为网络人群区隔的固化。

最终网络社会是会渐渐凝固，还是重新向流动的方向回归？或许今天同时存在两个方向的张力。从个体角度来看，他们既希望有稳定的关系连接与群体庇护，又不希望承担过度连接与固化关系带来的负担，在当下，个体对于过度连接与固化的反抗张力正在增强。而从社会的角度看，走向固化或许会意味着更多的结构的稳定性，但也会因此丧失活力，政治与商业力量在某些时候希望固化，某些时候也希望打破固化。因此，未来各种力量的拉锯还会不断持续。

（五）网络共同体：社群主义的新实践？

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共同体往往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t）（也有译为共同体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与之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

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是分析和认识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自由权利是这种认识的核心概念，无此不能真正理解社会、国家、政府和法律。作为自由主义代表的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坚持将平等自由原则视为社会的首要原则，即，每个人都具有与其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
[55]

 ，这种平等自由也是实现正义的前提。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置了一个类似思想实验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中，所有社会成员的相关信息都被一个无知之幕所遮蔽，无知之幕的设计使得所有处在这种原初状态中的人处于同等的地位，使人们达到或处在一个先天性平等的地位。他认为，这样人们会一致选择那种最理想的正义原则，通过这种原则可以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和良秩社会。
[56]



社群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其代表人物有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查里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在社群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体现的是一种原子式的自我，一种超验的自我，但事实上个人从属于共同体（社群），个人受到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以及生活背景的限定，普遍和绝对的正义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幻象。此外，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不认同罗尔斯将共同体视作个体的从属者的观念，而是认为，自我的属性由他所在的共同体所形成，自我对共同体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共同体的成员在共同体中过着一种公共的生活，而他们的身份及其利益追求对于共同体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对于共同体而言是从属的。
[57]

 不同学者关注的共同体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桑德尔偏向情感共同体，麦金太尔所认为的理想共同体包括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基督教修士的共同体，泰勒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共同体的诸多理念，沃尔泽则更关注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共同体。
[58]



在政治学领域，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进行了持久的争论，自由主义强调平等、正义，而社群主义强调德性、义务、责任等。但也有很多学者并不满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对立和二分，后来也延伸出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指出该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有吸引力、有鲜明特色的关于社群和德行的理论，同时继续保持以自由为核心，以正义为优先。而相比老社群主义者强调社会力量、社群、社会关系的意义，新社群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关心社会力量和个人之间、社群和自主性之间、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59]



帕特南倡导的“民主的社群主义”（democratic communitarianism），也是在努力寻求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平衡。帕特南认为，民主的社群主义需要坚持四种价值：一是建立在“个体神圣性”的价值之上，任何压抑个体或者可能限制个体发展的做法，都有悖于民主社群主义的原则，但只有通过共同体，个体方能成其为个体；二是坚持“团结”的价值，也就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实现我们自身；三是坚信“互补联结”的价值，也就是说，个体可以归属于多种多样的社会群体；四是重视“参与”的价值，参与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60]



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西方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集体主义）文化。
[61]

 但西方提出的社群主义，并不等于中国及东亚文化中的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

从实践来看，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更多时候存在于“圈子”这样的共同体中，圈子虽然看上去是集体主义的，但正如罗家德指出的：“从短期行为和静态结构来看，圈子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方面，然而，一个圈子不仅是一个集体单位，也是围绕个体来发展的。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确实表现得像一个集体主义者，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经常是为了积累潜在的社会资本并实现他自己未来的个人目标。”
[62]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与西方语境中的“社群主义”，在关系模式、目标、理念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

因此也有学者指出，虽然丰富而多样的儒家传统可被用来表达社群主义，但东亚人反而要求助于社群主义，或许是因为社群主义有助于帮助医治儒家学说的缺陷。社群主义的洞见可以有益地补充儒家价值，就像它们可以补充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价值一样。
[63]



无论学术界对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如何争论，对于个体来说，共同体与个体自由两者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定冲突的，如鲍曼所言，失去共同体，就意味着失去确定性；得到共同体，就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二者难以兼得。
[64]



而网络时代的社区、社群等新共同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在流动中寻求确定性与自由性的平衡的可能。虽然网络中共同体的流动性也在放缓，但相比现实中的共同体，多数网络共同体的结合不那么紧密，自由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人们在共同体中有更多的自我存在感。人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同时存在于多个共同体内。而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可以从不同方面给共同体成员提供支持，也可以作为一个集体，在网络中争取话语权、资源，这也可以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一定的回报。

网络中共同体的普遍存在，也为“社群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实践机会。胡百精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创建了形式多样的小共同体、多元共同体，它们带来了恢复情感纽带、再造共享价值、培育价值理性的希望。同时，在传统大众媒体如哈贝马斯批评的那样不再胜任公共领域角色时，互联网则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多元意见交换提供了一张“谈判桌”，在生活世界与政经系统之间辟出一介“缓冲带”。
[65]

 各种共同体的行动既促成了成员个体诉求和集体利益的满足，也培育了互联网中公共协商的氛围。公共协商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取决于协商的理性、互惠性、平等、尊重、自主性等
[66]

 ，对于网络中的公共协商来说，这些条件未必总会成立，挑战仍然存在，后文将进一步分析。但至少公共协商的机会在增加。

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共同体的广泛存在，也可能使得网络的分化加剧（后文将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共同体内的对话可能是频繁、有效的，共同体也会给予其成员相应的支持，但共同体之间却有可能走向疏离、隔绝甚至对抗。如鲍曼所说，共同体“在内部是平和的，而在外部却是敏感的、多刺的”
[67]

 。

而在共同体内部，也会存在着一定冲突。如何实现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平衡，始终是一个挑战，互联网给了社群主义更多的实践机会，但并不必然会解决其中的问题。同时，随着现实中的关系结构向网络的延伸，被现实关系羁绊的网络共同体，也会有更多现实利益的纠结。现实共同体实践中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地在网络共同体中体现。

四、互动集结的集体行动

网络中还会有很多涉及大规模人群的集体行动，这些人群不一定是某个共同体，而可能横跨各种不同共同体。

（一）网络抗争、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与网络协作：网络集体行动的几条主要线索

在网络集体行动中，最主要的线索之一，是网络抗争。

有研究者将网络抗争行动的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争取承认和反对歧视为主，其核心是认同政治；另一类是对种种丧失公平和正义的剥削与压迫的抗争，其核心是物质怨恨。
[68]

 有研究者进一步细分了中国的网络抗争行动最常涉及的话题，包括环境与食品安全、土地纠纷与维权、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司法（执法）公正、涉腐及反腐事件、网络言论监管、网络文化事件或现象、民族主义事件及其他社会热点等。
[69]



尽管“网络行动的形式和动力，源于多种互相融合又互相冲突的力量，除了政治力量，还有技术、文化、社会与经济力量，网络行动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但“网络社区既是抗争的社会基础，又是抗争的结果”
[70]

 ，网民是行动的最终主体，抗争大多需要基于网络社区中的互动，也要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实现。因此，网络抗争常常也被称为“网络集体行动”等。很多时候，网络抗争也会被视作“网络群体性事件”，但是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在官方语境中常常是被当作危机、负面事件来看待，而研究者对于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的使用也非常庞杂，甚至有很多混乱，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涵盖了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集体行动等多种内涵的群体性事件这个词具有相当复杂的光谱，必须建立开放多元的概念群，才能有效概括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并且从网络公关/网络营销、网络谣言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网络与集体行动、网络与社会运动、网络与国家安全以及网络动员等多元的理论视域与研究领域出发来开展研究
[71]

 。但无论这个光谱多么复杂，网络群性体事件都是广泛的网络互动的结果。

网络抗争很多时候是以话语抗争的方式实现，这个时候的行动，更多的是从话题、话语表达方式（从文字到图像、视频到表情包）等方面体现出来。“互联网的符号本质及动员效力，贯通了线上线下，话语的重要性因此被凸显，话语也被视为一种行动——在微观政治中常称为‘话语实践’——这一观点越来越成为共识。”
[72]



也有研究者用“剧目”这个词来表达抗争者的策略以及抗争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并将网络政治抗争中的剧目分为五类：舆论谴责、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网络恶搞、线下集体行动。
[73]



除了政治抗争外，文化抵抗也是网络中常见的一种集体行动，虽然网络中的文化抵抗并不一定都要达到集体行动规模，零散的、随机的、个体化的抵抗随时都可能发生，但也不乏大规模的、形成集体声势的行动。有研究者将网络中的文化抵抗的特点概括为，在群体认同的激发下进行的“游击战式”“后现代式”的行为。所谓游击战式意即抵抗者是在强势者所宰制的社会秩序内部，在反对这一秩序的过程中，持续他们的对抗行为。后现代式则指这些“文化抵抗”事件重“快感”而轻“意义”，催生众多“流行语”并成为流行文化重要来源，也常被商业势力收编与利用。
[74]

 相比政治抗争，文化抵抗相对风险更小，行动成本也更低。如果个体行为汇入了集体洪流中，其效果更为显著。一些集体性的文化抵抗，也容易带来跟风效果。因此，文化抵抗也更需要从集体行动层面来关注。

近些年来，除了抗争性行为外，诸如“帝吧出征”“帝吧饭圈联合出征”等事件，也成为网络集体行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主流话语对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主流话语的配合。从抗争到合作，也说明了网络中的亚文化从早期的非主流、反主流，逐渐开始谋求自己的主流化。而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接轨的主要通道。

网络民族主义的萌芽，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出现，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引发的网民抗议成为中国网络舆论的发端。此后，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网络民族主义始终是与网络舆论发展和网络集体行动相伴相随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线索。从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2005年的日本修订教科书事件、2008年的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在部分国家受阻，再到近年的中韩摩擦、中美贸易战等，虽然不同阶段网络民族主义的关注方向和行动方式有所不同，但每一次大的舆论风潮，也都会伴随着网民的集体行动。网民的集体行动，既表现为线上的舆论，也表现为线下的行动。

在网络民族主义发展的早期，“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集体记忆，导致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情感以怨恨、愤怒、仇恨为主要基调，其语态也比较强烈甚至激烈”
[75]

 。但近年来，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及行动方式都发生了转折，“帝吧出征”事件，成为这一转折的代表。

2016年1月，一批祖国大陆90后、00后的网民，“出征”Facebook，并以表情包、文字口号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对“台独”的立场，由于动员和组织平台以“帝吧”（百度贴吧中的“李毅吧”，李毅为中国足球队前锋）为主，这一事件被称为“帝吧出征”。

“帝吧出征”事件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王洪喆等研究者认为，以“帝吧出征”为主要标志的、以90后为核心群体的民族主义网络行动可以被称做“网络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浪潮。被称为“小粉红”的参与“帝吧出征”的群体，虽然是瞬间从不同社交媒体中聚拢而来，却表现出非常自然而且坚固的集体认同。参与出征的核心成员表现出比较高的驾驭媒体内容、把握政治力量对媒体进行操弄的套路的能力，他们对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和重大民生政治议题并不必然关心，经常将其转化为消费主义语境中的“聊天”“友爱”“吃美食看美景”，并自豪地把这些当作重要而有效的统战手段。
[76]

 从小就浸淫在网络环境中的90后、00后，很自然地将网络文化与民族主义两者进行了嫁接，赋予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新的色彩。

刘海龙进一步指出，帝吧出征中，以往那种以怨怼为底色的沉重情感已经被更为轻灵的反讽、戏仿、戏谑的表达所替代，同时还混合了自嘲、愤世嫉俗、刻意鄙俗、善恶分明、父权、民粹等特征，这些表达具有流动的多义性以及强烈的传播游戏（communication play）色彩，其行为逻辑与组织方式也具有粉丝团的特征，总体上这代表了一种“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国家成了另一个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
[77]



其他研究者也指出，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亚文化结合起来，以情感化游戏的实践方式落实在“帝吧出征”之中。行动主体采用游戏化的行动策略，利用社交网络的数字逻辑和兼具理性-感性的游戏规则，有效地组织起一群在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寻求满足的网民。
[78]



杨国斌还注意到了帝吧出征的自我表演属性，他认为，帝吧出征表演的主要特征是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想象。
[79]



在帝吧出征的三年后，2019年8月，在面对香港地区发生的风波时，类似的情景又一次上演，这一次，更大规模的饭圈女孩也加入到出征中，但在情感和行动逻辑方面，与此前的帝吧出征是一致的。

随着网络的发展，未来网络民族主义的特征及运动方式或许还会发生变化，但这条线索应该也会持续。

此外，网络中的集体行动也可以体现为协作，如辟谣、众包式创作、人肉搜索（不仅有带来负面影响的人肉搜索，也包括中性的或具有积极意义的协作搜索）等。这些集体行动中，用户间会形成自然的分工，不同用户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最终达成集体任务的完成。虽然这些集体行动往往不像集体抗争、网络民族主义运动那样容易引起大的波澜，但这也是网络集体行动中的重要类型，特别是那些有助于集成网民智慧的行动，更需要得到进一步推动。

（二）网络集体行动的基础

网络集体行动何以发生？这背后网民的心理动因及情绪调动过程也是值得关注的。

有研究者指出，“认同—评价—情绪—行动”这一路径是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基本心理过程。认同主要指社会认同，即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些社会群体以获得社会身份认同，它又分为情境性社会认同（某一特定事件或特定情境下的社会认同）与常态社会认同（经常凸显的或社会预先设定的、长期的、较为稳定和平衡的、较难改变的社会认同），评价包括事件和群际情境的评价与社会效能评估，情绪主要指群际情绪也就是集体情绪。
[80]

 也就是说，个体的群体归属需求、某个具体事件激发的个体的意见态度、从群体需要对事件进行的评估、对集体行动的效能的评估、群体情绪的影响等是导致集体行动的主要因素。

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往的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比较多地指向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等层面，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社会认同的展开空间和认识社会认同的研究视野也逐渐明确地从个体、群体进入社会，社会认同也日益超越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边界，在网络交往中成为无边界限制、流动扩展的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
[81]

 这意味着，个体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获得个体身份和群体归属感，也开始关注自己在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表达与社会参与。网络时代人的社会认同的“升级”，是网络中集体行动的另一重要基础。

也有研究者借鉴美国学者斯梅尔塞（Neil J.Semelser）的价值累加理论来分析集体行动的发生过程，指出了导致集体行动的几个主要因素：结构性助长（即有利于产生集群行为的社会结构或周围环境）、结构性压抑（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令人感到压抑的状态）、普遍的信念（人们通过对自己所处环境中的问题的认定，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信念）、突发因素（集群行为的点火器）、行动动员（群体内的领袖人物或鼓动者的煽动与口号，标志着集群行为的开始）。
[82]

 虽然这个判断是针对相对狭义的网络集群行为，而非广义的网络集体行动，但其中提到的前四种因素在广义的网络集体行动中，或多或少都在起作用。

（三）网络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

从网络集体行动的具体实现来看，主要有三种机制在推动。


1.弥散式的传播


网络集体行动，有些时候是以弥散的方式实现的，不存在明确的组织者，也不一定集中在某些特定社区，它以舆论、网络流行语、恶搞等方式逐渐蔓延，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

这样一个过程，也类似病毒的传播，情绪、态度与具体的行动（如恶搞）几者混合在一起，通过网络各种渠道扩散。具有“模因”特质（后文将进一步解释）的内容或行为，更易形成广泛的扩散与模仿效应。


2.自组织式的协同


但有些时候，这种集体行动会体现为明显的组织、协同行为。

在集体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前文已经介绍了自组织的概念。网络中的自组织机制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为常态性自组织，一种为应急性自组织。它们对于集体行动的形成都能产生作用。

在一些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些相对稳定的自组织，在常态下，它们也能呈现出一定的自组织特点。前文提到的一些共同体的内部，更有可能形成自组织机制。

网络中常态性自组织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要素：

人群的类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成员之间基于各种需要而聚集在一起的愿望越强烈，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可能越持久和稳定。

长久互动的角色分工：经过一定时间的互动，成员会相互了解，成员间才能依据各自的特点，自然形成某种“分工”。这种分工不一定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而进行的工作分配，它也可以是成员间的角色分化。

调适机制的作用：一个自组织的成员要能协调一致，一定要有一定的调适机制。这种调适机制用于解决内部的矛盾，应对外界的挑战。网络中的自组织的自我调适机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规则的约束，如网站制定的规则，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等；另一方面是内部契约的约束，这种契约有些是成文的“公约”，有些则是长期互动中成员形成的心照不宣的一些共识。

有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在分析群体成员的社会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时指出，无论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积极情感还是对反对派的消极情感，都有利于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参与集体行动的驱动力。集体行动从个体意识或认知上升到集体层面，乃是个体借助群体网络不断相互沟通、反馈、劝说的结果。群体网络对于信息的传递、监控和激励机制的形成、保护行动者以及组织者的供给等等施加了显著影响，而这些变量必然影响到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对行动成本与回报的计算结果。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越高，群体成员越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
[83]

 虽然这是针对一般的群体及其集体行动进行的分析，但对于网络中的“自组织”来说，也应是成立的，这进一步解释了自组织中集体行动背后的动因。

前文提到的“帝吧出征”“帝吧与饭圈联合出征”，正体现了常态性自组织机制的行动效果。虽然在“出征”中存在多个粉丝群体的临时性集结，但参与出征的粉丝，日常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即从属于某个特定“饭圈”，饭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较为稳定的“自组织”（后文将进一步进行分析）。在追随、扶植“爱豆”的过程中，这些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已经变得超乎寻常，出征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调动与“检阅”了他们的行动力。

应急性自组织机制是因为某一次传播或集体行动而产生的临时性网民力量聚合和协同工作，也就是说这样的传播或行动激活了自组织机制，这可以看作一次“应急响应”的过程。一旦这一活动完成，网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消失。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却能自然地实现分工与协作，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确在很多时候发生了，这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共同的目标推动，四通八达的连接网络，网络成员的多元化构成，社会报偿的刺激。“人肉搜索”就是能体现网民协作的一种典型的应急性自组织机制。

辟谣，常常也得益于自组织机制。当一个谣言在社会化媒体中出现时，首先会出现谣言的质疑者，他们的质疑，为其他行动者明确了要射击的“靶子”。接下来，不同特长的网民利用各自的资源或专业特长，对谣言进行剖析，有的从事实要素出发，有的从专业知识出发，有的则补充其他信息对谣言进行检验，若干回合后，谣言可能就被攻破。

此外，网民的维权，很多时候也会形成特定行动目标下或常态性或应急性的自组织机制。


3.基于社交平台的动员


除了弥散的传播、自组织式的机制外，网络集体行动有时也会以动员的机制实现。这种动员主要依赖网络的社交平台。

传统的由政府等发起的社会动员需要通过层级式的动员网络，自上而下，这种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动员的速度与效果。而网络中的动员所依赖的是扁平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网络节点多，节点间的链接关系复杂，信息复制与传递速度快，因此，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实现“广而告之”。

网络动员所依赖的人际关系网络，多是由熟人关系或强关系形成的网络，人们彼此的信任度较高，以人情为基础进行的劝说，比起制度化的公文式的动员，具有更高的劝服能力。即使是在弱关系为主的网络，如微博中，在社会动员时刻，人们也容易形成感情上的纽带和群体意识，动员效率也会比较高。

与政府进行的社会动员的大张旗鼓相比，网络中进行的社会动员，可以是“悄悄话”式的，这种动员过程的相对隐蔽性，使得对其进行控制是较为困难的，同时也有可能使动员结果的爆发力更强。

由于动员网络的扁平化、动员的人情化等因素，网络所进行的社会动员，通常效率是较高的。

因为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网络带来了更多的集体行动，虽然这些集体行动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但另一方面，它也会有助于推动人们对公共话题、公共事务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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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汇聚：群氓的智慧或群体性迷失？

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带来了人与人的连接与汇聚，使个体集聚为群体。网络中人群的汇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群体互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判断，两者也是有所冲突的。但显然这两者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它们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提醒我们对网络群体互动的结构、机制与效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群氓的智慧：网络汇聚的核心意义之一

在关于互联网的各种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典型的判断：网络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促成了群体智慧的形成，这种群体智慧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关于网络中的群体智慧的代表性观点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用“群氓的智慧”来表达这样一种认识，他指出：“群体被看作一种自适应的技巧，适应于任何分布式的活系统，无论是有机的，还是人造的。”
[1]

 他以蜜蜂、蚂蚁、鸟群等动物的集体行为以及整个生物界的进化为依据，进一步揭示出了这种自适应带来的群体智慧的意义。他还指出，“网络是群体的象征。由此产生的群组织——分布式系统——将自我撒布在整个网络，以至于没有一部分能说，‘我就是我’。无数的个体思维聚在一起，形成了无可逆转的社会性……网络孕育着小的故障，以此来避免大故障的频繁发生，正是其容纳错误而非杜绝错误的能力，使分布式存在成为学习、适应和进化的沃土”
[2]

 。尽管这本书的完成远远早于Web2.0的产生，但是，当时他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Web2.0时代的情形。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Nicholas A.Christakis）、詹姆斯·富勒（James H.Fowler）在《大连接》一书中则更是明确地说，“社会网络可以表现出一种智慧，它可以让个体更有智慧，或者成为对个体智慧的补充。蚁群是‘有智慧的’，尽管蚂蚁个体并不具有这样的智慧；鸟群是综合考虑所有鸟的意愿之后才决定飞向哪里的。社会网络可以捕捉和容纳人人相传的、不同时间的信息（信任规范、互惠传统、口述历史或者在线维基等），还可以通过计算将成千上万的决策汇总（例如为产品设定一个市场价，或者在选举中选出最好的候选人。）不管个体成员的智慧如何，网络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3]

 。与凯文·凯利一样，他们也从动物界找到了依据，而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专家，他们把这样一种群体智慧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社会网络本身。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网络公共物品，“社会网络的目的是传播积极的、有益的东西，也许是快乐，也许是捕食者报警，也许是浪漫的伴侣。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好行为或其他有害现象（例如细菌）的传播，只不过是我们为了获得网络带给我们的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4]

 。尽管他们的观点并不是刻意针对互联网上的群体互动的，但今天的互联网是对现实的社会网络的一种复制与延伸，所以，以其观点推论，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理应也能形成“群体的智慧”。《大连接》一书有专门章节论述互联网对于社会网络发展的推动作用，作者明确指出：“借助网络，人类可以收到‘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新的连接方式的出现，一定会增强我们的能量，让我们得到上天原本赋予我们的一切。”
[5]



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谈到网络时代的影响时指出：“群体的形成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

在《认知盈余》一书中，克莱·舍基也指出：“群体创造价值”，而他把群体产生价值的源泉之一归结于“认知盈余”。
[6]



《维基经济学》的两位作者，更多地从协作的角度来看群体的汇聚，从该书的副标题“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乐观取向。作者指出：“新的大规模协作正在改变公司和社会利用知识和能力进行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方式。这影响了社会的每个部门以及管理的方方面面。……维基经济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和艺术，它以四个新的法则为基础：开放、对等、共享以及全球运作”。
[7]

 虽然《维基经济学》更多的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群体协作，但是，它同样揭示了这样一种群体协作背后的群体智慧。而维基经济学的四个法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群体智慧产生的源泉。

（二）关于互联网带来群体智慧的原因解释

对于互联网会带来群体智慧的乐观判断，往往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1.社会网络铺垫了群体智慧的基础


无论是哪位研究者，在谈及互联网带来的群体智慧时，都会或多或少关注到互联网中个体之间的连接模式，而无论他们如何描述这种模式，基本上都可以放在“社会网络”这样一个视野下。

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的连接特性，首先是对等性、开放性。这种对等、开放，为个体的自由参与提供了基础，也为信息与智慧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多种“路由”。

另一方面，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等在《大连接》一书中指出的，社会网络是“自退火”的，即它能够使自己身上出现的间隙自动闭合，就跟伤口自我愈合的情形差不多。它从结构上保证了网络的完整性。
[8]



尽管互联网上人与人的连接，最初的时候是对等的，但最终形成的社会网络却并非是完全平等的、去中心化的。《完美的群体》的作者兰·费雪（Len Fisher）指出，社会网络本身是一种自适应系统，它会遵循“幂律法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节点。“幂律法则”也是马太效应的另一种体现，在社会网络中，这意味着，少数网络节点拥有很多的连接，而其他节点上的连接却很少。这样一种逐渐形成的中心节点，有助于加强网络的连通性与稳定性。当然，当主要中心遭到破坏时，后果则会非常严重。
[9]

 一个连通性和稳定性很强的网络，对于信息的大规模传递是极为重要的，而这也是群体能产生协同行动的基础。另外，这些中心性节点，在发起或影响大规模的社会行动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2.个体的互补产生群体智慧


群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的乐观判断，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当多样化的群体都聚在一起时……他们（集体地并且作为一个实体，而不是个体上）会胜过少数最优者的意见。……当有许多人参与协商过程时，每个人都把他那一份良善和道德审慎带来……一些人懂得一部分，一些人懂得另一部分，而所有人在一起就懂得一切。
[10]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解释协商群体能够运作并且产生良好的效果时，提到了三种机制：群体等于其最好成员、聚合（协商可以聚合信息和观念，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比其最好的成员知晓更多，做得更好）、协同与学习（群体讨论中的贡献与索取将筛选信息和观点，使得群体达成解决问题的良好方案）。他提到的三个机制，其核心都是个体间的互补。当然他强调，这三个机制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在他观察的案例中，这三个机制常常未必导致了积极的结果。
[11]

 但他提到的三个机制，往往也是支持群体智慧优于个体智慧这一判断的研究者所持的理由。


3.群体互动有助于激发利他行为


克莱·舍基认为，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会有所节制，会表现得不那么自私。
[12]

 尽管这个判断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适合的，但是，在多数网络互动环境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自私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

当然，不那么自私并非意味着网络的个体没有利己的动机，只是在互动环境下，他们往往会将利他与利己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利他的过程中也实现利己的满足感。如克莱·舍基所说，“在一个反馈循环中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可以互相放大”
[13]

 。分享行为在网络中之所以如此普遍，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而分享也是群体智慧形成的一个源泉。


4.自组织机制使群体聚合从混沌走向秩序


凯文·凯利等对于群体智慧形成的解释，更多地就是从“自组织”这个角度出发的。

前文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分析了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及其背后的动因。在《认知盈余》一书中，克莱·舍基借用心理学家德西的研究成果，把个体聚合成群体共同努力完成某个目标的动机总结为“自治和胜任感”，自治即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和怎么做，胜任感指能够胜任自己所做的事。
[14]

 这两个动机，可以从更深的层面解释自组织机制在网络中能够起作用的原因。

二、群体性迷失：另一种可能

与“互联网带来群氓的智慧”对立的另一方观点则是：网络群体汇聚的结果可能是，在群体心理作用下，个体会丧失理性，群体会出现集体性的愚笨、疯狂、盲从现象。

（一）关于互联网中群体性迷失的代表性观点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到了欧文·詹尼斯提出的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概念，即群体可能助长轻率的一致以及危险的自我审查，因而不能综合信息、扩大讨论的范围。
[15]

 在这本书里，桑斯坦本人也对群体智慧一定优于个人智慧的乐观看法进行了反思，指出了群体协商失灵或失败的种种可能及其原因，也谈到了“群体极化”对于群体协商结果的影响。他指出，在群体极化现象中，协商群体的成员典型地选择与协商开始前他们的倾向一致的更为极端的立场。群体极化是协商群体的常态。
[16]



桑斯坦的著作使群体极化被更多人所了解，但群体极化研究并非起源于桑斯坦，社会心理学领域早就有了相关研究。有关群体极化的心理学研究指出，群体讨论往往会强化其成员的最初的意向，例如，使偏激者更偏激。同时，群体讨论也会强化群体成员的共同态度，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
[17]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也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引用，成为分析网络群体互动负面影响时常用的理论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群体极化并不简单等同于群体意见的极端化，也不只意味着消极结果。它更侧重于揭示群体互动对人们的观点的强化，而背后的原因既可能来自信息影响，也可能来自规范影响。人们在群体互动中会不断找到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因而强化自己本来的观点，或者看到他人或群体对自己表示认同时，会更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18]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与群体极化一词一样被广泛使用的，还有集体无意识一词。但“集体无意识”这个词在这个场合下常常是被误用的，尽管从字面上看，这个词的确形象地揭示了那种集体性愚笨或疯狂的状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厘清“集体无意识”这样一个词的本来意义。

由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r 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荣格认为，作为总体的心灵包括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而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了“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它的存在与人类生理结构的存在同样古老。在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中包含了人类往昔岁月的所有生活经历和生物进化的漫长历程，即祖先生活的残余。
[19]

 荣格认为，原型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者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因而是它们的典型的基本形式。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20]



因此，从“集体无意识”这个词的本义上看，它并非特指集体行为中的盲目、非理性。“集体无意识”解释了人类某些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而一些研究者应用这个词却是描述了一种行动的结果。

为了避免对一些经典的学术概念的误用与滥用，本书将群体互动产生的非理性、盲从、极端等现象称为“群体性迷失”。

“集体无意识”“群体极化”这些词也往往与“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一些研究者把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出现，主要归结于网络中的群体互动。尽管这些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过分关注网络互动这一原因，而忽略了个体原因，以及社会环境原因，也会使研究走向偏狭。

但无论如何，网络群体互动在某些时候未必会带来群体智慧，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群体智慧也有被误用或滥用的可能。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二）关于“群体性迷失”的原因解释

从相关研究来看，对于网络中的群体性迷失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心理


对于支持群体互动会导致人们的盲目、极端等群体性迷失现象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来说，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100多年前《乌合之众》一书中的分析，往往成为支持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其他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也是研究者常用的依据。

一些研究者，也从“沉默的螺旋”“从众心理”的理论中找到了解释网络群体性迷失的理由，即强调了群体压力对个人心理产生的作用。

心理学研究还表明，人们对海量信息进行理解的一种途径是“便捷式判断”，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简单的（往往只是近似）规则或者策略，也是一种捷径。常见的便捷式判断有三类：第一种是代表性便捷判断，即关注的是某个认知对象与另一认知对象的相似性，并推断第一个对象与第二个对象一样；第二种是易得性便捷式判断，即依据我们轻易想到的具体事例而做的判断；第三种是态度便捷式判断，即依据态度我们可以将认知对象归为对自己有利的一类（对这一类采取的态度包括喜欢、接近、赞扬、珍爱、保护）或不利的一类（对这一类采取的态度包括厌恶、逃避、责备、忽视、伤害）。导致人们采用便捷式判断的原因主要有：人们对某个问题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人们接受了过多信息而不可能对全部信息进行处理、需要权衡的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可用于决策的可靠知识或者信息很少等。
[21]

 在群体互动，特别是网络中的群体互动中，有很多导致便捷式判断的条件。便捷式判断虽然并非总是错的，但某些时候的确会出现判断失误。


2.信息遮蔽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群体协商常常会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信息的影响，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从信息的角度看，群体“强调所有人或多数人持有的信息，而忽略少数或一人持有的信息”
[22]

 。

产生这样一种多数人信息对少数人的信息遮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互联网特别是Web2.0的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很容易产生“马太效应”，使某些少数派的信息沉没下去，或者被忽视。

信息遮蔽还有一种可能是个体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遮蔽，“选择性心理”会使得人们依据个人的信息偏好来进行信息选择与传播，产生如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

无论是多数人的信息对少数人的信息的遮蔽，还是个体自己进行的信息遮蔽，都会使得人们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表达态度。这样的判断与态度，也就难免会产生偏差。在群体中，一个个体的判断偏差可能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影响到更多人。如果这种遮蔽发生在那些“权力中心”的身上时，影响就更大。


3.匿名效应


许多研究者也将网络互动带来的盲目与非理性，归结于网络的匿名效应。尽管网络中的“匿名”未必总是符合社会心理学中的“匿名心理”所要求的条件，但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自我感觉中的匿名，都会使某些个体的自我约束感下降，并在群体氛围的推动下形成一些冲动与盲目的言行。

但是，Web2.0的应用，尤其是SNS、微信中普遍实行的实名制，以及由熟人或者各种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的约束，会使得真正的“匿名”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匿名越来越难以成为解释网络群体互动中的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


4.网络互动中的思维方式


群体互动中的群体性迷失，还和网络互动中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由于网络互动环境的影响，一些网民易被简单化二元对立思维主导，容易陷入贴标签、站队等方式，而不是进行理性判断与思考，这也是“便捷式判断”的一种表现。后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影响网络群体智慧形成的结构与机制因素

在有关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社会影响的观察与思考中，上述两种判断始终并行着。实际上，这两种判断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或社会化媒体产生而产生的，它们与整个人类群体行为的发展过程相伴随。之所以今天受到格外关注，只是因为社会化媒体时代人的汇聚规模与互动频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推论网络中的群体汇聚一定会导致群体智慧或群体迷失。个体的汇聚可以有很多种模式，不同的结构与机制，会导致互动产生不同的效果。

要避免或减少群体盲动与迷失，更重要的是改善连接、聚合及互动的结构及机制，使群体作为一个自组织，能够实现自我的修正与进化。理想的群体结构与互动机制体现在不同的层面：

（一）群体的连接模式：“多中心”的分布式网络

互联网上人们的连接构成了社会网络。一个完全无中心的社会网络结构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率的，特别是在信息的传递方面。事实上，无论起点怎样，就如兰·费雪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网络总会遵循“幂律法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节点。但是，如果社会网络只有一个中心，那么风险也是巨大的。形成多中心的社会网络，既可以保证网络的效率，又可以避免一个中心被破坏和它出现失误时带来的风险，也可以防止单一中心所带来的信息遮蔽或误导。

当然，现在很难给这样的“多中心”模式一个量化的指标，这有赖于未来的更深层的研究。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中心”的质量，也是影响群体互动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传播学里，我们经常用“意见领袖”这样的概念来指代这种中心。除了关注导致意见领袖脱颖而出的优胜劣汰机制外，未来我们还需要关心网络群体互动对意见领袖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这种“多中心”结构，仍需要以“分布”为基础和保障，而不是传统架构式的自上而下的中心模式。“分布”意味着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智慧源泉。

（二）群体的聚合结构：开放、流动中的秩序

群体的互动，不仅仅取决于个体间的连接方式，也取决于群体的整体结构与氛围。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长尾理论》一书中提到，维基是一种不同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另一种“动物”。它是一个动态社区，不是一个静态的参照物。……维基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秩序：这个任由业余用户创作和编辑的开放式系统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已经用某种方式将历史上最庞杂的百科全书组织得井井有条。
[23]



维基百科的成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结构与机制。安德森之所以称它是一种“动物”，是因为它是开放的，有生长的过程，允许所有人参与，而这种开放性，对于不断发现与纠正错误是重要的。同时，也可以防止成员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过于稳定导致的群体的压力。

与之相反，在一些封闭的社区（例如某些论坛）里，人们之间的关系、社区的结构趋于稳定时，彼此之间的相互钳制力也就趋于强大，意见领袖的作用更强大，“沉默的螺旋”的效应也趋于明显。

开放的、流动的结构，不但可以增加群体的活力，而且也可以抑制关系的固化以及这种固化关系对人们的判断、意见和行动的影响。

但这种开放与流动性，并不是一盘散沙式的，维基的流动性同时还被一种稳定的目标所引导，因此，每个人进入这个空间都可以很快找到自己的方向与位置。

完全没有秩序的群体，很难实现高效率的智慧的聚合。但网络中的群体秩序，更多是以自组织方式实现的秩序，而不是由外力所强加的秩序。理想的秩序是怎样的，这种秩序如何获得，这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群体的协作机制：分工明确、有效激励、相互校正

群体要有效地完成协作，首先需要有一种明确且高效率的分工机制，并且这种分工不是靠某些权力的控制，而是靠一个自然形成的引导系统。在维基百科，这种引导系统就是词条。在“大众点评”“淘宝”这样的网站，一个商家、一个产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词条。

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这样的分工实现起来更为复杂，但最终也能达成，这其中，明确的行动目标所起到的引导作用也是显著的。

对于个体智慧与行动的激发来说，激励与报偿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网络互动常常能激发人们的利他行为，但如果这种行为没有足够的回报的话，它也是难以持续的。人们参与分享、协作以及社会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如克里斯·安德森所说的“声誉经济”或者“互惠经济”方面的考虑。因此，一个好的互动系统的设计，需要研究人们在社会报偿方面的需求，并给予充分的满足。

同样是基于维基平台，中国的百度百科等，在质量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与参与建设者的数量与水准有关，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维基类应用在国内的影响力有限，参与者获得的社会激励不足，因而影响到那些有专业知识特长的网民的参与热情。而知乎带来的声誉报偿显然超过百度百科等，其在专业性知识生产方面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一个良好的群体互动过程，还需要能产生一种有效的自我修正机制。当然，这更多的是由成员的相互监督、相互校正完成的。扁平的、分布式的连接模式，对于这种相互校正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还存在着多少问题，相比以往的社会群体互动，互联网对于促进群体的协作以及它自我修正、完善等是起到了显著作用的，尽管目前它还远不是完美的。

（四）群体的协商氛围：“理想的商谈环境”

网络中的很多互动，是以群体协商的形式存在的。但今天我们往往缺少更改的群体协商环境，正如美国学者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他的《交谈的历史》一书中指出的，今天这个时代，公众对话总是被争论、“交错的独白”所左右。在公众辩论的场合，没有了侧耳倾听和对自我观点的修正，取而代之的是愤怒，毫无克制。
[24]

 这样一种情形，在网络互动中尤为明显。

哈贝马斯曾从商谈伦理学角度提出了“理想的商谈环境”及其法则：“（1）每一能言谈和行动的主体都可以参加商谈讨论；（2）a.每人都可以使每一主张成为问题；b.每人都可以将每一主张引入商谈讨论；c.每人都可以表示他的态度、愿望和需要；（3）没有一个谈话者可以通过商谈讨论内或商谈讨论外支配性强制，被妨碍体验到自己由（1）和（2）确定的权利。”
[25]



尽管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商谈环境是很难的，也不可能在网络中所有空间实现，但推动某些空间里的理想的商谈环境的营造，是必要的，而这也有赖于更多网络个体的协商素养的提高。

当然，希望互联网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满足以上理想条件，是不切实际的，更不能用人为的方式去过多干扰网络互动过程。上文讨论了几种理想状态，只是为了在某些重大社会协商过程或协作项目中，为激发网民群体智慧创造更好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中的一切群体互动都要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混沌、无序，是必然的，也是社会现实的正常反映。

四、“群氓的智慧”适用的情境

除了要考虑群体互动的结构与机制等因素外，判断何时群体智慧会形成，我们还需要考虑群体互动面对的目标的性质或情境。

从现有的案例观察来看，在互联网中的以下两种情境下，群氓的智慧更有可能被激发，并且发挥它的作用，当然这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

其一是以简单任务为导向的情境。

维基百科的成功，除了与其合理的群体结构模式有关外，还与任务本身的导向明确、线索简单有关。每一个词条是一个明确的任务导向，是一个靶子。面对这样的具体的目标，人们可以有的放矢，各显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心理学家扎伊翁茨认为，他人在场时，会形成一种社会唤起，促进优势反应，其结果是促进简单行为，削弱复杂行为。即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事，人们能做得更好，而复杂的事则会做得更差。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社会助长作用”。从这个心理现象的角度，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在线索简单的任务实施过程中，网络群体的作用是积极的。在这样的任务面前，网络群体中的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分工，使自己的任务进一步简单化。

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列举的网络激发群体智慧的许多案例，都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维基之外，各种形式的“人肉搜索”也是如此。当然，虽然从寻找线索角度看，人肉搜索过程可以发挥群体的智慧，但从后果来说，人肉搜索导致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等，又提醒我们要警惕和防范群体智慧被滥用。

类似的，在一个事实的真相的探寻过程中，如果事实不是过分复杂，且参与者足够多元的话，群体的智慧的确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的。但是，如果事实本身复杂，那么要完成真相的探究过程，仅仅靠网民的自发协作，还是会有一定的困难。

其二是以创造和分享为导向的情境。

如果群体的互动的目标，是为了创造某种新形态（如一个软件、一个网络文化产品），或生产、分享信息与知识，那么这样的互动往往有助于群体智慧的激发。因为互动促进了人们的互利，互动也会带来竞争，使人们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如果有足够的社会回报（至少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个体参与的持续度会得到更有效的加强。

维基类应用、“豆瓣”网、电子商务网站中的点评等，都体现了这种互动的效果。尽管也有“水军”对这样一种智慧带来干扰，但问题并不出在群体互动本身。

而在下列情形下，也许不能简单地期待群体智慧发挥作用。

首先是在公共意见形成方面，群体智慧或许难以体现。

公共意见是各种不同个体意见的汇聚与博弈过程，它既不是简单的个体意见的相加，也不一定是多数人意见的反映，甚至也不是意见的优化过程。公共意见形成本来不存在着绝对的对与错，因此，也很难说这个过程究竟是发挥了群体的智慧，还是被群体性迷失所误导。无论公共意见最终表现为什么，它都是社会现实的一种体现。

其次，在公共决定的形成过程中，群体智慧未必能形成。

尽管以往很多研究都在揭示，多数人的决定也许会优于专家，而这方面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陪审团制度。但也有许多研究者都提到，在做决定时，多数人未必一定会导致正确的决定。桑斯坦提示我们，群体有两种汇聚方式，一种是统计性群体，一种是协商性群体。从做决定的角度看，统计性群体即是指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做决定，但如果群体中每个人犯错的概率都超过50%的话，那么这个群体犯错的概率有可能接近100%。而对于协商性群体而言，协商也未必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其原因是信息影响和群体压力。
[26]



从前文提到的“社会助长作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做决定是一个复杂行为，它需要对各种信息的了解，对多方面情况的判断，以及相应的知识做支持，在网络中，局面更为复杂。因此，互动反倒可能会削弱人们在这种复杂行为方面的能力。

在做公共决定时，往往也涉及“说服”，即一部分人要说服另一部分人，以达成共识，但心理学家佩蒂和卡西奥普认为，人们在被说服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路径——中心路径说服和边缘路径说服。中心路径是指对观点加以权衡，对相关的事实或数据加以考虑，在对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而边缘路径则没有经过多少深思熟虑，只是依据那些简单的、往往不太相关的线索对观点做出反应。
[27]

 而在群体互动中，虽然也会有人以中心路径来做出判断，但很多时候，人们会在边缘路径下做出反应。

但即使如此，在此过程中涌现出的丰富的信息与意见，仍有参考价值，对于最终做决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说，这些信息与意见是不容忽视的。

即使是积极肯定网络群体智慧的研究者，也都看到了在这种群体互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一种代价，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问题发生。而像桑斯坦那样冷静地分析了群体协商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失误或失败的研究者，也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一书的最后指出：“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人类更能找到寻求广泛分散的信息和创造力以及聚合它们成为卓有成效的整体的方法，当然，新方法的最终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的。”
[28]

 而个体的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协商素养等的提高，无疑对提升网络互动这一新方法的价值是重要的。

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互联网所带来的空前的群体的互动，使得个体智慧转化为群体智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群体力量有被滥用的可能，但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进化的系统，互联网也为纠正这种滥用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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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分化：网络人群的圈子化与层级化

网络用户的汇聚与互动，从长远来看，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人群的分化。因此，圈层化这个现象，近来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圈层化”这个概念，研究者大多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也没达成共识，多数时候，人们提到的圈层，似乎只是“社群”或“小群体”的另一种表达。但从对网络用户聚集与分化模式的深层观察来看，“圈层化”既包括“圈子化”，也包括“层级化”。圈层化既与用户本身的差异及所处的现实社会结构有关，又因网络中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互动而加剧。每个用户都处于多个“圈”与“层”的交集之中，“圈”“层”交织，也带来了网络人群的多重分化。

一、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

（一）圈子与社会网络、社区、群体

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圈子的关系模式特点，体现为圈子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特殊性，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圈子结构的群体中心性往往很高，圈子内关系既很亲密又具有一定的权力地位不平等特征。圈子内关系强度很高，关系持续很久，社会网密度很大。此外，圈子往往容易发展出自我规范——可能是被社会认可的规范，也可能是“潜规则”
[1]

 ，“圈子”是情感和利益交融、“圈内”“圈外”交往规则有别的特殊社会网络。
[2]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圈子这个概念更多地被应用于中国人的关系情境。一些研究者将圈子分为“血缘”“业缘”“趣缘”等类型。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圈子的研究较多集中于血缘、业缘圈子的研究，如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以及组织或行业中的圈子等，研究主要关注对圈子起着维系作用的“关系”以及圈子所带来的“圈子文化”等。进入网络时代，研究者对基于趣缘的网络中的文化圈子关注较多，但对传统的关系圈子在网络中的延伸及其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其他新型圈子的关注也不多。

目前对网络圈子的界定，学界也并没有达成共识。一种定义是：“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缘由，以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集聚与互动，所建立并维系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
[3]

 这一界定基本沿用了传统的关系圈子定义，另有研究者则在界定时强调网络圈子成员在兴趣、爱好上的共同点和文化上的认同
[4]

 或网络圈子的边界
[5]

 。

本书希望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网络中不同类型的圈子，以探究影响网络圈子化的多种因素。不同类型的网络圈子形成机制不同，维系纽带有所不同，有的有明确边界，也有些没有明确边界。所以本研究不以维系要素或边界作为界定圈子的主要标准，而更多地参照传统圈子研究中总结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来界定圈子，即关系强度高、存在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圈内圈外有别，同时也关注圈子中形成的规范甚至独特的文化。

前文指出，某些圈子是网络共同体的一类，它不同于网络社区、网络社群这样的共同体。圈子结构更紧密，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通常也具有较长的生命期。但相比严格意义上的群体，即有明确的成员关系、持续的相互交往、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分工协作并有一致行动的能力
[6]

 这样的关系模式，某些圈子的社会关系又可能相对松散一些。

当然，网络中的圈子，与网络社区、社群、群体等有着相似性或交集，有些局部甚至会重合，但社区、社群、群体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网络中人群的聚集，而当我们在圈子这一视角下进行研究时，还应关注人群的分化。从早期松散的网络社区，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紧密连接的网络圈子，这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逐渐融合的一个结果，也是前文所提到的网络共同体的半液态化的体现。

以往的研究揭示了“关系”或社会资本在圈子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而在网络情境下，文化与技术的区隔也会带来不同的圈子。下文将从社会资本连接的关系圈子、文化资本驱动的亚文化圈子以及技术应用区隔形成的产品圈子这三条线索入手，分析网络中的圈子现象。

（二）社会资本为纽带：现实关系圈子在网络中的延伸

目前关于网络圈子的研究大都是关于兴趣圈子的，但事实上，在网络中，源于现实的关系圈子覆盖面更广，个体在现实中的各种关系圈子大都会延伸到网络中。网络在某些方面重构着人们的关系圈子，但在某些方面又在强化着现实的关系网络及其力量。


1.网络赋予的关系圈子重构能力


现实圈子中的一种典型圈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理论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圈子的特性，也广为学者接受。费孝通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7]

 。虽然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依据自身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远近而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的现象几乎是一种全人类的普遍性现象，也就是说差序格局的圈子并非中国社会独有，但在中国，在各类社群中，圈子占有更大比重。
[8]



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传统意义上的关系圈子在网络中一度是被抑制的，因为早期的网络互动主要是基于虚拟关系，挣脱现实关系的自由交流正是网民向往的，但随着“强关系”社交平台的发展，现实中的圈子，也逐渐被复制到网络中。但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在关系圈子的构建与管理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以个体为中心的关系圈子，在网络中多是以社交平台好友（或关注对象）的形式出现的，个体可以根据需要构建多种类型的圈子。平台、分组、互动方式、互动频率等，可以揭示出关系的远近。相比现实社会，个体圈子有了更多扩张可能，很多萍水相逢的关系可以通过网络互动转化为亲密关系或强关系，成为个体圈子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个体可以进行圈子关系的“再定义”，现实社会中的亲戚关系这些强关系，在网络圈子里可能会被弱化或边缘化。同时，通过社交平台的好友管理等功能，个体的圈子可以更完整地被“描绘”出来，也可以说是“可视化”了。个体也可以对自己圈子中的关系进行权衡，对不同性质、距离的关系对象，也可以用不同策略进行关系管理与互动。

网络也为新的集体层面的圈子构建提供了可能，新型的职业共同体的圈子，就是其中的典型。

以往，跨越组织、地域的职业共同体（例如协会、学会等）虽然存在，但是，它们大都体现为组织化的形式，具有严密的组织管理形式，甚至有些属于行政机构，人们加入某些共同体也并非完全是个人化的行为。共同体的成员间的互动有限，共同体对个别成员的支持与影响力也有限。

相对而言，网络中的新的职业共同体圈子，能更多地体现成员群体及个体的意愿。抱团取暖，成为这类圈子的一个主要目标。除了情感的相互支持、行业资源的相互交换外，人们也互为传播渠道，相互转发，相互“站台”。圈子成员的抱团，也可以为圈子在外部争取更多资源与话语权。

与传统的职业共同体相比，价值观的认同在新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中作用更为显著。在人们有更多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三观”是否相合成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当然，圈子成员在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并非稳定的，在一些事件、话题等激发下，成员间的差异、冲突会逐渐暴露，有时甚至会很激烈，也可能会发生退出圈子（如“退群”）的行为。

新职业共同体，是对现实中的职业共同体权力关系的一个重构过程。职业共同体的发起者或领导者，并不一定是现实中的协会、学会等的领导者，但他们在行业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行业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中，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这是他们能发起新的共同体的基础。而愿意加入这些圈子的人，有些是为了保持或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有些则是为了打破自己在原有圈子中的不利地位，或者争取新的话语权。

以往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圈子的形成，往往依赖于自组织机制，也就是说，它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由成员自发形成的。在新媒体平台的职业共同体圈子的形成与运行中，这种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新型的职业共同体圈子的成员通常会聚集在一些封闭的社区里，在中国，目前微信群是最为典型的聚集平台。虽然并非所有的群都能成为一个圈子，但群这样一种机制，对于圈子的形成具有突出作用。建群的便捷性、交流的方便性，不仅有助于快速形成圈子，更是将这种圈子显性化，甚至设置了圈子边界。相比传统的业缘圈子，这类新的职业共同体圈子流动性更大，进入或脱离圈子相对更自由。

另一方面，这些基于网络互动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圈子，也可能加剧行业内的“小圈子化”，甚至带来行业内部的割据与分裂。


2.网络关系圈子中难以挣脱的现实差序与约束


尽管个体在网络中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以及加入某些圈子方面有了更多自由，但并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的差序格局，在一些圈子，例如组织的圈子里，权力结构和群体氛围对成员的约束也是明显的。

罗家德等学者将组织中出现的利益导向的、边界相对模糊、非对抗性的人际关系结构也称为“圈子”。组织中的“圈子”追逐权力、资源，并按一定的规则对其进行分配。
[9]

 它们也越来越多地以封闭社区的方式（在中国，目前主要是微信群），复制到虚拟世界。

以往的研究揭示，“圈子”的利益导向本质，使得组织中“圈子”以资源分配者为中心：谁拥有权力，谁分配资源，谁就成为“圈子”的中心。若组织刚好仅存在一个“圈子”，那“圈子”与正式组织的重合性会相当不错。
[10]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组织中的领导仍然是其圈子的中心。当这样的圈子迁移到网络中，特别是以微信群这样的方式存在时，可以想象，多数情况下，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并不会在对应的网络圈子中颠覆，有时反而可能是强化。

即使是在前文所说的新型的职业共同体圈子里，虽然现实中某些权力关系被打破，但新的权力关系仍会建立起来，而这些新的权力关系也并非完全虚拟的，它们仍然与现实资源的获取与分配能力相关。

行为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在权力或其代表面前，情绪因素的灵敏度特别高，往往会存在“失态”的问题。
[11]

 在线上圈子里，在权力面前的情绪敏感与失态仍然存在，甚至因为互动的公开性，这种情况会更为明显。

相比线下，网络平台可以增加成员间的互动频率与强度，同时，原本在线下可能属于一对一的交流在线上往往展现在所有圈子成员面前，特别是在微信群这样的封闭空间里，这就更容易形成群体压力。线上圈子交流的特点，加上利益和权力结构的影响，都可能导致线上圈子对同质性与从众性的强化，人们的自由意志与个人意愿被抑制。有研究者曾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圈子对成员的负面影响，如“圈子”对部分成员的过度索求及对个体意愿的抑制，导致成员在“圈内”人际关系上的过度投资，加重成员人际交往时的道德顾忌和心理负担等
[12]

 。这些情况在网络的圈子中依然存在甚至某些时候更为突出。但即使如此，在综合权衡得与失后，多数个体还是会选择留在圈子里。

在圈子的互动中，人们会有很强的表演意识，因为在其中的一举一动，都不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为了经营自己的“人设”，获得他人的关注，为获取社会报偿而“投资”。这种投资行为，需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这种表演也自然受到看似来自“自我”实则来自他人的审查。人们时时需要从他人的角度考虑自己言行的效果与后果，甚至还需要考虑其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张后的后果。

人们不仅仅要表演给他人看，也会时时看到他人的表演，来自他人的表演，往往会给个体以压力，使他们时时处于社会比较之中。各种圈子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广度与频率。虽然有些情况下社会比较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提升人们的自我评价，但是持续的、高强度的社会比较，会使个体处于更多的焦虑之中。

在同学圈子等其他圈子里，权力关系虽然不那么明显，但群体压力、社会比较等也都是显著的。


3.网络关系圈子中个体社会资本的增强与集体社会资本的不足


人们如何建构自己的关系圈子，如何抉择在各种关系圈子中的去留，其中的核心考虑因素之一是社会资本。

无论学者们怎么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是与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关。而互联网的使用，对于社会网络的扩张、重构具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有助于促进圈子成员之间的互动，圈子成员在有了更多感情联络、相互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利益互惠或集体行动也会越频繁，也就有可能给成员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

圈子给成员带来的归属感甚至阶层感，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林南认为，人们通过等级制结构中的位置（如一个组织）控制的资源，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社会关系的位置资源通常比自我的个人资源有用得多，因为位置资源唤起的不仅是人嵌在组织中的位置上的资源，还包括组织自身的权力、财富和声望。
[13]

 虽然网络中的圈子不一定都具有组织那样的资源，特别是在财富方面，但某些圈子也会因自己的名声而拥有更多获得社会资源的潜力，甚至有些圈子相对其他同类圈子具有更多的权力。因此，如果个体能进入某些有影响力的圈子，特别是进入那些有行业大佬的圈子，就有可能搭上这些圈子的便车。相比现实社会，互联网为人们在不同圈子之间流动，特别是进入超出现实社会阶层的圈子，带来了可能。

在网络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圈子范围在扩大，进入或退出圈子也相对自由，在圈子里的交流策略也可以随时调整，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于社会资本的投入/回报进行更好的控制。林南所称的“关系理性”在网络圈子中可以更好实现，即在参与社会交换时，充分考虑关系中相对于成本的收益，以获得更多的认可、名声。
[14]



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到，网络圈子对于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增强是可能起到推动作用的，但同时，它也会带来对个体约束的一些“负社会资本”或“消极社会资本”。波茨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在他看来，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
[15]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布尔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等都强调社会资本在集体层面的体现，帕特南等甚至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利益目标。基于此，翟学伟认为，社会资本的本意讨论的是社会中的个体自愿连接的方式，诸如市场、俱乐部、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等等，而信任、规范与互惠等就是这些连接的黏合剂，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形成这样的自愿连接及社会资本的机制相对缺乏，“一种由家庭与老乡连带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网络，在利益驱动上不可能发生通过改变公益来改善私利，而总是倾向于直接改善自身利益”
[16]

 。在网络关系圈子里，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网络中也有一些圈子，例如前文提到的新型职业共同体圈子，有可能推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生产，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有时圈子间相互的争斗，甚至会损害公共利益。

虽然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是多元的，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公共利益目标也并不一定是共识，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的确需要将公共利益和福祉作为社群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或许超越“关系”这一诉求局限，超越关系圈子这种相对封闭的人群聚合模式，才能更好地接近这一目标。在一些网络集体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可能性。网络关系圈子虽然无处不在，但打破某些关系圈子，以更多的基于信任、规范、互惠的方式形成新型社群，也许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目标。

（三）文化区隔与文化资本追逐：网络建构的亚文化圈子

尽管关系属性、利益导向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圈子的基本特征，但也应该看到，在网络时代，基于网络空间互动，另一种类型的圈子出现了，那就是亚文化圈子。

早期亚文化研究更多关注因弱势身份聚合在一起的亚文化人群，而今天很多的亚文化人群则可以视作被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体重新建构社群意识时所结成的新的共同体或新的生活方式，亚文化人群也不再一定是越轨或对抗主流文化的
[17]

 ，这在今天的网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对于很多网络亚文化人群来说，他们有很强的内外有别的意识，但并非所有亚文化人群都能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或集体行动。相比群体这个概念，或许圈子这个词更能反映网络亚文化人群的聚合特点，当然，一个亚文化圈子里可能会有一些小群体存在。人们通过亚文化构建了一个特定的小世界，在获得文化消费、生产、归属感等满足的同时，也在追逐着文化资本。


1.消费、生产、模因：亚文化圈子的文化边界形成


亚文化圈子不一定都吻合传统圈子的界定，不一定有明确的由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但它们都会有自己的文化边界，圈内文化相对圈外文化有显著的差异。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是通过自己的风格体现的
[18]

 。对于网络亚文化来说，这种文化边界或风格是以其初始特征为基础，由成员的消费与生产来强化的。

从中国年轻用户中盛行的二次元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边界及其形成过程。

“二次元”一词源自日本，它在日文中的原意是“二维空间”“二维世界”，日本的漫画、动画、电子游戏爱好者用这个概念指称这三种文化形式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幻象空间。在中国，接受、爱好这类文化的青少年，一开始被称为日本动漫游戏爱好者或沿用日本的“御宅族”的称呼，后逐渐被称为“二次元人群”。

有学者指出，二次元文本虽然丰富多元，但总体来看，最流行的作品仍普遍具有相似的审美趣味。其作品多采用架空世界观，类型上以幻想类作品为主，视觉上追求唯美、酷炫，或是“萌”，或是“燃”，叙事中则常见到后现代式的戏仿、拼贴，通常会摒弃宏大叙事而着重刻画小人物的日常琐事。
[19]

 与此相关，二次元文化也有其独有的语言系统。

二次元文化的爱好者，首先是通过二次元产品的消费实现对这一文化的追逐，这既包括对内容的消费，也包括对周边产品等实体产品的消费。消费过程加深了消费者对二次元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用户强大的消费能力，也推动了生产者的供给，消费与生产的互动，使得二次元文化不断扩张、漫延。

但二次元爱好者并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日本御宅之王冈田斗司夫曾指出“御宅族”所具备的几种特质：高度的信息检索的能力、对某一领域的了解异常详细深入、极为强烈的上进心和自我表达的欲望。
[20]

 这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二次元消费者所具备的生产能力基础。

作为大众文化粉丝中的一类，二次元爱好者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文本的投入与生产能力，如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作为一个‘迷’，就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他们的着迷行为激励他们去生产自己的文本。”
[21]

 作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二次元爱好者的生产过程，也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提出来的“文化挪用的过程”
[22]

 。他们不仅能够从既有的文化产品中创造出与自身情境相关的意义与快感，还通过互联网的评论机制，将各自的意义与快感转化为种种声明，还能够将那些文本对象当作“为我所用”的素材，借助各种媒体工具创作出各式各样的“同人”文本。
[23]

 在生产中，二次元爱好者将自己对二次元文化的理解与再创造进行扩散，不同用户之间在相互学习、借鉴过程中，巩固了二次元文化的特征，甚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筑新的符号系统形成了新的文化壁垒。“二次元粉丝们以影像原文本作为改写对象，在依据二次元审美趣味对影视剧进行重新阐释、生产二次元文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文本生产的新型编码系统。”
[24]



二次元文化的产消过程，也在影响着二次元文化圈内部的权力分层。有研究者指出，对二次元知识量的积累程度，决定了粉丝在社群中的地位。
[25]

 这也印证了费斯克的观点，在粉丝文化中，如同在官方文化中一样，知识的积累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
[26]



亚文化圈子中的消费与生产，往往是在大量的模仿与被模仿中实现的，由此形成的文化“模因”，对于亚文化特征的形成与稳固，具有特别的意义。

模因又译迷因、觅母、米姆、迷米、弥母等，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是“以非遗传的方式（如模仿）传递的文化元素”。

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次将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基因称为模因（meme）。他认为模因是一种文化传播或文化模仿的基本单位，它通过从广义上说可以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大脑转移到另一个大脑，从而在模因库中进行繁殖。曲调、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模因。模因库里有些模因比其他模因更为成功。这种过程和自然选择相似，就如基因一样，具有更强生命力的模因的特征包括长寿、生殖力和精确的复制能力。
[27]



在国内，模因的概念早先主要被语言教学和翻译领域的学者所借鉴，后来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也开始引入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网络语言的形成与传播，完全基于网民的自发行为，没有外在的控制力量，模因在其中的作用就被凸显出来。从单一的网络词语、句子及其背后的“梗”到整体语言风格，很多时候都是基于模因的生产与传播。今天的网络模因，不仅通过文字的方式，也在通过其他多媒体方式在传播。目前盛行的多媒体组合的表情包，在英文里也被称为“meme”。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网红桥段或表达模式，也成了视频领域的模因。

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自上而下、由媒体“引导”的传播，网络亚文化模因的传播，更多是在民间的自发扩散中实现的。就像病毒传播一样，网民也有对特定模因的易感体质和非易感体质。国内心理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网络模因的“自我复制”实际是基于传播者的模仿意愿和行为，这种传播并非“传染”而是依赖于个体寻求社会认同的心理需要和个体从众博弈的决策结果
[28]

 。“易感”还是“不感”，虽然与社会认同、从众的需求程度相关，但个体对某种文化的兴趣与认可，也是其是否被模因感染的重要因素。

模因的传播，不仅使特定人群被打上某种文化基因的烙印，也为亚文化圈子划出一条边界。对于二次元文化来说，视觉符号、文本特征、语言风格等，都是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模因，它们易于辨识与记忆、易于模仿与复制，因此，在二次元爱好者的内容生产中，会得到传承。

二次元逐渐形成的文化边界，也被称为“次元之壁”。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采取“次元之壁”这样的隐喻性修辞，建构了一道想象性的壁垒，壁垒之内的世界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亚文化圈子，从而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等“三次元”的话题隔离在壁垒之外。
[29]

 但随着政治、资本的力量纷纷对网络亚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深深地介入其中，主流文化与网络亚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理解，也即“破壁”，便不再是“中二”少年的呓语，而是成为政治、资本、学界和媒体的迫切需求。
[30]

 也有学者提出了“二次元民族主义”这一概念
[31]

 ，即，将国家民族相关话语转换成可以投射情感认同的“萌化”编码系统，这也意味着，二次元文化呈现出一个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过程。
[32]



与二次元爱好者类似，其他的粉丝群体，原本大都在自己的圈子文化中自娱自乐，但在各种因素推动下，一些粉丝圈子也可能在某些方向上“越界”，例如汇入网络民族主义大潮，“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由此也带来了“粉丝民族主义”
[33]

 。

拥有“次元之壁”的二次元这样的圈子也会出现这样的转化，说明亚文化圈子并非完全与世隔绝，它们也会与主流文化和其他亚文化进行对话，甚至谋求在一定程度上“主流化”，但是，这种主流化是以亚文化本身所特有的方式实现的。虽然看上去“次元之壁”被打破，但它隐形的文化壁垒仍是存在的。


2.社会认同、集体行动与自组织机制：部分亚文化圈子的“组织化”


网络中的部分亚文化圈子，不仅有着文化边界，其成员也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持续的互动中甚至在向“组织化”发展。“饭圈”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饭圈是指某个（或某几个）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体圈子，饭圈是一个统称，在网络中，以不同的偶像为中心会形成不同的饭圈，彼此之间界限清晰，甚至时有冲突，“饭圈”这个词，也强调了每个群体的边界。

今天的饭圈，粉丝们对作品的再生产及文化的“挪用”也存在，饭圈的语言符号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挪用的产物。它们既部分借用了“二次元”的语言符号，又夹杂着拼音缩写、英文缩写等形式，如“多担”（喜欢多个偶像的粉丝）、“唯饭”（一个组合里只喜欢一个人的粉丝）、“本命”（自己最喜欢的偶像）、“zqsg”（真情实感）、“xswl”（笑死我了）、“nbcs”（没人在乎）、“jms”（姐妹们）等。

但饭圈对粉丝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从群体互动、集体行动的层面体现出来的。从早期的追星族，到今天的饭圈，粉丝的群体意识、协同行动力越来越强，如研究者的观察，“饭圈”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粉丝们的行为不再盲目，相反变得组织化、规则化、程序化、纪律化。
[34]



饭圈的集体行动林林总总，常见的包括应援（如参与偶像的演唱会和其他活动，为其作品、活动投票、宣传等）、打榜（提升明星在各大榜单的排名）、抡博（转发、评论、点赞与明星相关的原创微博）、控评（控制社交媒体中与偶像相关的评论）、反黑（对有关偶像的负面信息进行反击）等。

强大的饭圈行动，意味着粉丝不再仅仅是偶像的崇拜者，也成了偶像的养成者。一些粉丝认为，“自己的付出会直接影响偶像的命运。因此也要求与爱豆建立更加共生共荣的关系”
[35]

 。“粉丝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明星的股东，粉丝的消费权也就具备了众筹资本权利的性质”
[36]

 。虽然对饭圈的行为，也有很多批评与质疑，但一些粉丝也在用行动回击对他们的质疑，努力营造理性、热衷公益、爱国等新的粉丝形象。

对于粉丝来说，进入饭圈，除了基于对偶像的喜爱及自我投射心理，或对想象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的需要外
[37]

 ，还基于对同好群体的归属需要，而这也是一种社会认同的需要。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对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
[38]

 国内心理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对为群体牺牲意愿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群体认同程度越强，为群体牺牲的意愿亦越强。
[39]



社会认同心理说明了圈子边界的存在价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粉丝参与饭圈行动的动力。对于粉丝来说，对自己所属的“圈”的努力付出，以及与其他“圈”的厮杀，都是维持其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粉丝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爱豆”也是为了自己所在群体的优越性在“战斗”，而群体的优越性最终也会转化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于人微言轻的普通个体，特别是没有太多社会资源，在学业、工作等方面难以快速获得满足感的年轻人来说，以某个饭圈为依托，借助集体的力量来获得成就感，或许更容易让他们提升对自我价值的认同，饭圈成员共同奋斗获得的集体社会资本，也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化为个体的社会资本。

饭圈大规模、持续的集体行动之所以能协调有序地进行，也依赖自组织机制。在此基础上，饭圈的“组织化”越来越显著，有明确目标和分工，拥有相应资源，成为在“统一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
[40]

 。

饭圈通常的分工包括数据组、控评组、反黑组、文案组、美工组、前线，此外还有核心管理层、账务组等。
[41]

 每个部分不仅在对偶像的支持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完成了不同资源的提供或生产。在严密的分工合作基础上，饭圈也形成了自己的等级。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圈中粉丝等级森严，饭圈高层，通常是指明星后援站站长、贴吧吧主、粉丝团粉头等，他们拥有粉丝组织一定的决策权、经济权，通过各类应援活动稳固散粉、制造热点，维系粉丝团队高效有序运营。明星团队也经常和饭圈高层建立联系，使其为己所用”
[42]

 。而“应援会”这一机制推动了结构清晰、分工明确的粉丝阶层的形成
[43]

 。

总体来看，饭圈分工与等级的形成，与成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所掌握的与偶像相关的信息或资源、内容生产或传播的技能、在某些事件上的表现、在集体行动中的付出以及加入饭圈时间等诸多因素相关。饭圈的分工协作与层级落差，吻合传统组织的结构特征。而它赋予某些成员的特权，也可能导致腐败现象，这一点，与传统的组织也是类似的。

在某些层面，饭圈部分地具备帕特南提出的具有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
[44]

 的特征，饭圈在制定目标、协同行动、争取资源等方面的机制，对于网络社会中新的共同体组织形成也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其行动目标来看，饭圈仍是狭隘的，加之一些粉丝的极端行为，以及部分成员的权力垄断甚至腐败，饭圈离帕特南所倡导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仍有距离。

不同偶像的饭圈之间会频繁地发生冲突，这是饭圈的另一个常态“景观”，也说明了圈子化的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不同人群的分化与冲突的加剧。这种冲突，一方面是源于粉丝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认同与对外群体的排斥，另一方面也源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争夺。


3.区隔、增强与竞争：亚文化圈子中的文化资本


无论是二次元、饭圈，还是其他亚文化圈子，更多地属于年轻用户，年轻用户对亚文化圈子的投入通常也要远高于关系圈子。除了不同年龄层次用户所处的环境因素差异外，这还与亚文化圈子与关系圈子两者的动力差异相关。对于亚文化圈子来说，除了社会资本的动因外，文化资本的驱动作用，也十分显著。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源于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其一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它被个体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并构成了欣赏与理解的框架，这也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其二是以涉及客体的客观化形式存在，如书籍、艺术品等；其三是以机构化的形式存在，主要指教育文凭制度。
[45]

 同时，布尔迪厄将家庭和学校看作最重要的两个文化资本传承场所。
[46]

 在新媒体时代，对于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家庭和学校的作用在削弱，尤其是家庭，网络成了文化资本生产与传承的新场所。而按照布尔迪厄的分类，网络最容易影响的是文化资本的第一种形式，即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某些时候，也会影响到客体化的文化资本。

网络亚文化圈子对文化资本的影响，会从“趣味”方面体现出来。在布尔迪厄看来，趣味这样的看似主观和个人化的观念，其实都展现出了结构性特征
[47]

 ，折射着个体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因此，趣味对人群的区隔有着重要作用。“如同任何一种趣味，审美配置起聚集和分隔作用：作为与生活条件的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把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
[48]

 虽然布尔迪厄将趣味看作是特定阶级及其习性的必然产物，但是，今天的时代与布尔迪厄那个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条件普遍改善，社会阶层在进一步分化，趣味也就不再囿于“统治阶级的区分意识、中小资产阶级的‘良好文化意愿’和民众阶级的‘必然选择’”
[49]

 这样的区分，或者统治阶级的“对自由的趣味”与工人阶级“对必需品的选择”两者的对立
[50]

 ，影响趣味区隔的因素更多样，趣味的区隔更为细分和复杂。

亚文化圈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虽然基本上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阶层，但它们在文化维度上带来了人群的新聚合模式，提供了新的文化实践场所与实践方式，在文化习性与趣味的培养上，它的作用不亚于甚至某些时候可能会超出学校与家庭。每个圈子的人群在努力地制造出属于自己圈子的特定趣味，以标识圈子边界，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趣味的区隔。独有的趣味也可能成为圈子成员满足感的一个来源，为其在心理上带来文化资本的获得与增强感。

对亚文化趣味的选择，也是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位置的一种主动定位。因为“趣味发挥着一种社会定向，一种‘感觉到自己的位置’的功能”
[51]

 。同样，与趣味相关的文化资本也具有标志等级的功能，尤其是生活方式、文化消费等文化资本是客观阶层地位的指示器。
[52]

 在新媒体平台中，生活方式、文化消费等会通过亚文化的

方式体现出来，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群来说，因而进入某种网络亚文化圈子，可以给人打上这一亚文化的相应标签，进入网络文化中的某个特定层级。虽然很多网络亚文化在官方或某些人群看来是“非主流”的，但是对于年轻群体来说，这些亚文化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主流的”。不进入这一代人的“主流”，就有可能被同代人所鄙视、抛弃。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
[53]

 费斯克在借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官方文化资本与通俗文化资本这一对概念。他认为，官方文化资本经常与经济资本联袂制造出社会特权和区隔。但与官方的文化资本对应的，还有一种通俗文化资本，粉丝是这种通俗文化资本的积极创造者和使用者。粉丝通常利用自己所获取的知识和品位来填补他们实际所有的（或官方的）文化资本与他们能够感受到的真正资本之间的可见的差距。
[54]



费斯克关于通俗文化资本对粉丝的意义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推及今天更广泛的亚文化人群。通过对亚文化的认同，以及相应的消费、参与，人们可以获得用传统渠道难以获得的文化资本，虽然这些并非像文凭一样可以改变他们在现实中的地位，但是，一方面，他们在亚文化消费中获得了自足性满足，甚至可以产生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一些优越感，另一方面，在亚文化圈子中的投入，也有助于在这个圈子内获得一定的地位与名声，甚至某些时候这种名声可以帮助他们获得现实的利益与回报，文化资本最终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转化为社会资本甚至经济资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进入亚文化圈子。

文化资本也是一种权力资本
[55]

 ，而文化资本的争夺，往往是在一些特定场域中展开的。布尔迪厄将场域看作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场域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文化资本是知识分子场域最主要的财富及竞争目标
[56]

 。在传统时代，知识分子场域主要体现为学术界、文学艺术界等，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参与文化资本竞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是后来者，要挑战那些已经获得权威文化地位的人也很难。但网络为文化资本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场域。

亚文化圈子的成员，既可以以其整体力量博取圈子影响力的提升以便在网络场域中争夺文化资本，甚至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如二次元圈子那样，也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亚文化知识与生产能力提升在圈子内部的位置，来获得更多的自我认定的“文化资本”。

（四）技术产品区隔：网络圈子化的另一种路径

在网络中，每种具体的技术或产品（应用）本身也可以造成不同的社会圈子。这种社会圈子相对上文中定义的圈子，内涵更丰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一种圈子。

媒介即讯息，一个技术产品是一个具体的媒介，每种产品也有自己特定的“讯息”。由于用户定位、支持技术、性能、使用方式、界面设计、互动规则、运营模式、产品营销以及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同的产品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群，也会形塑成员的行为模式，甚至可能形成其独有的文化，因而使用同一产品的人，也成为一个社会圈子。当然在一个产品圈子里，还会存在着大量的小圈子。

从用户这方面来看，人们使用或不使用某种产品，除了功能、用户体验等方面的考虑外，很多时候，也会参照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他们好友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社交产品来说，人们的选择一定会与其主要社交圈子相关，只有和他们要交流的对象在同一平台上，社交产品才有意义。

在即时通信工具的选择上，人群的自然分化已经显现出来。作为早期两大即时通信工具，MSN与QQ的用户群体有着显著差异。QQ更适合喜欢交际、娱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而MSN则更适合商务人士。今天，同属腾讯公司产品的QQ和微信，在使用人群上也有所差异。“00后”用户比较偏向使用QQ，这既是因为他们从接触网络之初就在使用QQ，已经对这一平台产生依赖，其核心社交圈子也在QQ，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想远离自己的父母、祖辈所在的微信平台，而近几年才进入网络世界的大批老年用户，基本上都只会使用微信。

另一方面，每一种产品平台上用户的互动，会强化圈子及圈子文化，并导致产品的符号化、标签化。如布尔迪厄的观点，财产一旦从关系上被认识，就变成了区分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高雅符号，但也可能是庸俗符号。
[57]

 但无论一个互联网产品形成什么样的符号或标签，都有可能会吸引某一类别的人群。

于是，知乎、豆瓣等逐渐成为具有精英、文艺标签的小圈子，同为短视频平台的快手和抖音因“调性”不同而成为不同圈子，而被打上“五环外”“小镇青年”等标签的趣头条、拼多多等成为“下沉”市场的代表。

当被打上社会身份、地位或文化趣味的符号或标签时，每个产品不仅成为一个圈子，也具有了层级差异，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媒介技术应用本身对人群的区隔作用，虽然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已经存在，但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强烈。而网络技术的多样化、应用的多元化，使得技术在人群区隔中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其作用权重也在增加。

二、层级化：现实阶层与网络层级的交织

“层级”这个词意味着，不同人群间不仅有差异与区隔，更有“高低落差”。网络中的“层”，既来源于现实的社会阶层，又与网络中的各种因素相关。

（一）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阶层及其网络映射

在网络的应用与研究中，用户的社会阶层这个变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社会学研究者在梳理社会分层的理论体系与范式时指出，阶级、地位和职业作为最具竞争性的分层视角，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分层体系的基础。
[58]

 对于中国的阶级阶层分化的形式，不同学者尝试在阶级阶层分析的范式下，依据不同的理论逻辑，建构起不同的分化图式，主要包括现代化理论和逻辑、制度主义逻辑、权力逻辑等
[59]

 。也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例如经济分层、社会声望分层、阶层意识与社会态度分层、消费分层等
[60]

 。尽管学者对于社会分层的视角与逻辑不尽相同，但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社会学领域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

社会学者李强指出，中国的社会阶层有固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向：其一是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其二是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其三是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其四是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
[61]



网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的映射，网络中的个体也带着其现实的社会阶层烙印。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其在网络社会中也具有资源优势，而那些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在网络资源占有方面仍身处劣势。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的阶层地位既受到本人传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也受到其父代的传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62]



但也有研究发现，人们对于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的认同，既受到现实社会中的客观位置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网络社会参与程度的影响。那些网络使用频繁，受网络信息影响越强烈的人们，更倾向认同自己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63]

 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这其中的差异，认为新媒体重塑阶级或阶层的过程并非一个同一均衡的过程，而是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个体掌握新媒体资源的不均会与地区新媒体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影响个体公众的社会感知与身份认同，以及相应的社会行动。
[64]



虽然这些研究的普遍性还有待证实，但这些研究方向有助于促进我们对现实社会阶层、网络社会阶层以及网络使用这几者之间关系的探究。从目前来看，现实社会结构仍是影响网络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网络应用虽然未必会实质性改变人们的社会阶层，但人们的自我感知却可能发生变化。

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生活目标与利益诉求，这也会反映在他们对于网络的使用需求和使用方式中。

中产阶层（也有人称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中间阶层等）无疑是网络中具有很强的“存在感”的一个群体。从消费需求及能力看，他们都是网络的主力消费人群之一，网络的内容生产、产品设计，也自然将他们作为主要消费者考虑。

社会学者李春玲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使其部分成员感受到精神压力和焦虑情绪。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最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压力在表面看来是一种经济压力，但是其实质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压力。
[65]

 多年来的网络舆论热点也的确折射出中产阶级在子女教育、房产、财富增长、职业发展、健康、养老等方面的焦虑，近年火爆起来的知识付费产品，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中产阶级害怕被职场淘汰、被时代抛下的焦虑应运而生。

在政治意识和互联网参与方面，中产阶层也有一些典型特征。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指出，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较高的个人权利意识，有明显的“现代人格”特征。他们有较高的意见表达和社会参与意愿，也具有实际行动的能力。在社会信任（特别是对公权力的制度信任）、社会公平感以及对当今社会各方面状况的评价方面，要明显低于低收入群体。他们虽比低收入群体有较高的民主自由诉求，但更希望依靠政府权力稳定国家和社会秩序。
[66]



当然，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个群体也可以再细分，其中的细分群体在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也会存在差异，如有研究指出，体制内的中产阶层表现出对现有秩序和现实政治的高度支持信任，体制外新中产在政治取向上更偏激进；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表现出要么激进要么冷漠的政治态度。
[67]

 不同类型的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也会在他们的网络参与方面表现出来。

与中产阶层一样，在中国，农民工的形成和成长，不仅仅是工业化、城镇化巨大社会转型的结果，也是深刻的体制大变革的产物。
[68]

 农民工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农民等群体，虽然在接入条件、设备等方面逊于中产阶层，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网络的重度使用者。他们对网络的“使用与满足”，也体现出了不同于中产阶层的模式。

网络的使用，从信息获取、自我表达、群体互助、社会参与等方面，为农民工、农民等群体赋予了一定的新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现代性
[69]

 ，但也有研究者担忧，“虽然手机等新媒体已成了身处城市的‘农民工’日常生存的必需品，但消费本位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城市化往往通过手机和网络文化实现了对他们的引导与改造”
[70]

 ，“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科技’的入侵更容易令他们沉醉于虚无的享乐之中”
[71]

 。新媒体在给予农民工、农民等群体更多了解与追求现代生活、寻求精神慰藉、表达自己的存在感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他们的精神鸦片。还有研究者担忧，虽然社交媒体一方面促进了农民工建立共同体意识，让他们在内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互信互助，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加深了这一群体延续独立又孤立的生存往复状态。
[72]



尽管农民等群体在网络使用的权利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提升，但他们在运用新媒体来引起社会关注、调动社会资源等方面，与中产阶层仍有落差。“中产阶级善于运用互联网平台形成抗争的组织和动员，在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上，中产阶级一般更有策略性。而农民与传统媒体形成了不对等的互动关系。在争夺媒体框架的能力上，农民的媒体框架经常被‘过滤’，而中产阶级的框架被媒体比较充分的表达。”
[73]



在网络中，不同阶层的人，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产生的观点冲突也十分频繁，一些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尤其容易成为各方冲突的导火索。而不同阶层在利用网络方面的能力差异，也使得他们的意见及诉求在网络中的呈现程度出现了落差。虽然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在网络中也时常会成为热点话题或事件涉及的人群，但在多数时候，他们的形象，是被媒体或自媒体建构的，他们的自我表达力量是十分有限的。

除了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外，网络社会的层级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社会学者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的“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分化
[74]

 。这不仅体现为用户在平台与应用的选择上的差异，也体现为阅读偏好的差异。从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间今日头条平台上不同级别城市用户阅读的热门文章来看，超一线城市用户对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更为敏感，对官员贪腐问题关注度则比其他城市用户低；一线到四线城市用户关注内容相似，主要集中在与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相关的重大案件、与民族情感相关的话题、官员贪腐等方面；五线城市用户除了关注案件、民族情感、官员贪腐等问题外，对黑社会相关的文章比其他级别城市用户更为关注。
[75]



综上所述，虽然网络应用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层级、地位的认知，但是总体来看，网络阶层基本上还是现实社会阶层的映射，不同阶层在网络中的需求与行为，也是他们现实状态的直接反映。

（二）网络层级：多重维度下的多重定位

尽管网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映射着现实结构，包括社会阶层关系，但同时网络社会也在形成自己的新的社会结构。李强等学者在研究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时指出：“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差异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社会个体在网络社会的地位和权力从形式上、载体上、类型上都有所不同，也产生了与传统社会结构不同的分层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
[76]

 网络使用与互动，带来了人群的新的层级差异，但与现实社会不完全一致的是，这种层级差异会体现在多重维度下。不同维度下，人们会获得不同的层级定位。相比现实社会的阶层，人们在某些维度下的网络层级中的流动相对更容易，但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1.网络话语权层级


在网络中，由话语权力带来的分层是最典型、也是对个体影响突出的一种新的层级结构。

社交媒体兴起之初，人们认为网络使得人人都拥有了“麦克风”、人人都掌握了话语权，但是，社交媒体和各种应用的普及与深化使我们看到，不同人手上的“麦克风”其音量大不相同，话语权并不平等。

在各种网络公共平台（包括一些社区）中，总会有意见领袖这样的话语权力高层、积极的信息扩散者与互动参与者等权力中层，以及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权力底层。

意见领袖是网络话语阶层中的优势者，他们不仅拥有众多粉丝，也能在一些关键话题上影响网络意见的走向，甚至在某些时候拥有与媒体抗衡的能力。有些意见领袖不仅在人际传播渠道发挥作用，其影响也渗透进大众传播渠道中。

要成为意见领袖，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仍会起作用，如个体已有的地位与名声，他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等，在微博等以弱关系为主的平台尤其如此。因此，网络话语阶层也会在某个方面折射着现实的社会阶层。

前文也提到，“生产能力”对于意见领袖的形成作用越来越显著，有些时候甚至会超越现实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的作用，这也给少数个体在话语权的快速提升上提供了可能，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对生产能力的门槛要求在某些方面有所降低，网络话语权力的获取路径也变得更为多样化。在论坛、博客、微博等平台上，文字是获得话语权的主要手段，而文字的生产门槛较高，但是，当视频平台兴起之后，视频直播、短视频等为更多原本被认为弱势阶层的人获得网络话语权提供了一种快速上升的通道。

不同平台的生产能力要求有所不同，这也就意味着意见领袖有一定的平台依赖性，特别是那些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本较少的意见领袖，一般都是基于特定的平台产生，他们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也有一定的作用范围。现实社会资本较高的人，则有可能具有跨平台的影响力。

平台对于意见领袖的形成也有显著影响。用人工或算法手段增加某些用户的曝光度，通过运行机制使强者更强，都有可能促进意见领袖的产生。

社会环境对意见领袖也有助推作用，因此，环境的流动也会导致意见领袖的流动性。例如，对微博的研究发现，微博意见领袖是主题依赖的，只有很少用户可以在不同主题同时成为意见领袖。
[77]



虽然意见领袖有一定流动性，但是，当一个网民到达网络的话语权力高层后，并不一定会因为在某些事件上不再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而马上从权力高层跌落，而是有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停留一段时间，即使不再能影响意见走向，但保持一定的活跃度，也有助于维持他获得的既有地位。

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现象是，以往网络中的话语权力高层，主要是在影响信息与意见的走向上起作用，但是，今天话语权力，也可能更多地转换为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例如“带货”（即对商品的促销）能力。这也意味着，网络中的话语权力变成了现实的社会资源。

在研究网络意见领袖时，一类与意见领袖相关但并不等同的人群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网红。网红一般指因为某个事件或某些行为而在网络中受到普遍关注的人。很多网红的出现，与意见领袖的出现，具有相似的基础，即拥有与网络发展特定阶段和特定平台所匹配的表达能力，但相比意见领袖，网红的形成更依赖时机，他们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几者共同作用、机缘巧合的产物。多数网红的出现，是因为恰好踩上了网络文化更迭的节奏，因此一代代涌现的网红，也是不同阶段网络文化的“表征”。还有些网红则纯粹是某些特定事件造就的红人。虽然有些网红在获得普遍关注后，也会顺势促成并巩固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意见领袖，但更多的网红，是被动的，是“一过性”的，他们被网络文化大潮冲上“岸”，瞬间万众瞩目，但也可能瞬间被再次被卷入“大海”，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面对阶层固化的趋向，人们要改变自己的现实社会阶层，向更高的阶层流动，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对而言，网络中的话语权力获得付出的代价要小些。虽然很多时候这些话语权力只是“虚拟”的，但某些虚拟的权力也可能转化为现实收益。通过网络小说而一夜暴富、通过做自媒体或当主播而名利双收，这样的情形在网络中越来越常见。这也说明，网络话语权力的上升，也可能帮助人们改变自己的现实生存状态，即使不能完全改变他们的实际社会位置。

除了意见领袖外，网络话语层级的“中间阶层”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影响网络信息及意见走向。这些中间阶层具有较高的网络活跃度与参与度。他们可以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转发，促进某些信息的流动，而抑制另一些信息的扩散。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互动，使得自己的声音与他人的声音汇聚成网络舆论。虽然他们作为个体未必有影响力，但作为整体，他们成为了网络民意的代表者。

而很多在公共平台既不积极转发也不积极表达的网民，则处于话语权的底层，他们很多时候在被动接受信息，他们的意见也常常会“被代表”。但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存在感。他们也会对阅读量、点击量产生贡献，而这些数据，也会成为一种调节因素，对意见领袖或内容的生产者产生影响。

网络话语权力的落差，也体现在一些网络圈子内部，例如网络中的组织圈子、亚文化圈子等。这既有现实权力结构的延伸，也有网络互动带来的新权力关系。

虽然网络话语权的不同层级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无论是从高层向底层跌落，还是由下层向上层攀升，都是可能的，但是，流动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从底层或中间阶层流动到高层时，多数时候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2.网络代际层级


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代际分层也会在网络中得到体现，同时网络进一步放大了代际差异。

研究者在分析网络中的代际分层时，有不同的划分思路。以十年为一代进行划分是常见的思路，有人也会将二十年合称为一代。另一种典型思路是从网络移民与网络原住民角度，60后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属于典型的网络移民，而90后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则为典型的网民原住民，70后、80后属于过渡时期的人群。将年轻群体与其长辈进行代际区分的思路在研究中也常见。

不同的代际划分，不同的研究视角，揭示了网络中不同年龄群体在网络使用习惯偏好方面的多种差异。

有研究者发现，中生代（60后、70后）的网民关注更多的是公共议题，而新生代（80后、90后）则更多地关注个体生活。对中生代来说，网络关注是其事业工作的现实迁移；而对新生代来说，网络关注则是日常生活中的陪伴成长。
[78]

 另有研究对70后、80后、90后这三个代际群体在网络中的公共参与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80后、90后比70后关注微信“公域”公众号的可能性更高。80后关注“私域”公众号的可能性比70后要高出41%左右，90后与70后在对“私域”公众号的关注上没有显著差异。与70后群体相比，80后、90后群体更关注民间意见领袖的微博。
[79]

 还有研究者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分析，发现大学生与其父母两代人存在数字代沟，而亲代教育程度、子代教育程度、子代年龄、亲代年龄、家庭所在城市发达程度对数字代沟有显著影响。
[80]



虽然上述研究的具体结论的普遍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至少可以看到，代际差异是存在的。

不同代际网民在应用能力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显著，而这也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与话语权的差异。

其中，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网民，相对于网络移民——他们的长辈，在掌握新技术、新应用方面，无疑具有显著优势，他们很多时候无师自通，可以随时紧跟技术潮流，更新技能，最快地享受新技术的红利。在网络文化方面，他们也具有更强的主导权与控制权。他们不停地变换着网络文化的花样，引领着网络文化的潮流，他们也通过各种亚文化及其圈子，在网络中形成自己的“城堡”，将其长辈拒之“城外”。网络中多元文化的浸淫，也使得年轻网民在价值观上更为多元、开放，他们对于媒体的态度更多是挑剔和批判而非服从。当然网络原住民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代”，虽然相比中老年用户他们有整体的相似性，但不同代的原住民也会有各自的文化领地、文化特征。

相反，原本在现实空间掌握着主动权的中老年人，在网络文化理解与应用方面却成了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掌握不断变化的新技术、新应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而面对他们所不熟悉甚至不理解、不认同的网络文化，他们虽然看不惯却也无奈。他们需要向年轻人学习网络的使用方法，学习网络语言、表情包等新表达方式，但仍然不免时时处于被动的位置。长久以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形成了对媒体的仰视和服从思维，对媒体生产的内容持有习惯性的信任，因而对于新媒体环境多元的生产者、参差不齐的内容有些无所适从。在中国，中老年用户作为网络弱势人群的另一种表现是，由于媒介素养、科学素养等方面的缺陷，他们更容易成为谣言和伪科学内容的“感染”对象。

网络中的不同代际群体，在交流符号的使用上也有不同的习惯与偏好，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例如，在表情包的使用方面，年轻用户使用的表情包更多地以人物、动物、动漫等为基本元素，具有拼贴、解构等基本特征，在他们中流行的表情包也在不断流动。而被称为“中老年表情包”的表情符，则多以自然景物等为基本素材，色彩饱和度高，虽然很多中老年表情包其实也是年轻人生产的，年轻用户也是用中老年表情包在自己与父辈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但多数中老年用户在使用表情包方面的确更为传统、被动。即使使用同样的表情符，不同人群的解读也可能大相径庭，如原本用来表示微笑的表情符“[image: ]
 ”，中老年人一般将其解读为微笑，代表了善意，而年轻人则将其解读为“呵呵”，这种解读，使这个符号产生了冷漠、拒绝或嘲讽的意味。

网络中的代际层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不同代际的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差异。特别是在移动时代，当支付、出行等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手机时，老年群体生活的便利性在下降，而年轻群体更有可能凭借技术占有的优势，获得更多资源。在利用互联网红利（后文将进一步分析）方面，不同代际群体也有显著差异。

从各方面来看，在代际层级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是年轻用户这样的数字原住民，而中老年用户虽然在现实社会中通常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及话语权，但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他们的权力，却给年轻用户赋权。

与网络中的其他层级分化相比，代际隔阂是最为显著的，有社会学者指出，相比“数字化移民”一代，“数字化土著”一代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不能不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81]



网络本应成为“后喻文化”最重要的实践场所，但很多年轻用户并不愿意把属于自己的网络空间（特别是亚文化空间）完全开放给他们的长辈，因为不愿意带来更多的代际与文化冲突。他们对于长辈在网络文化方面的反哺，也是有限的。网络未必促进了年轻用户与长辈间的交流，反而可能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强化年轻用户对长辈的屏蔽。


3.网络产品或平台的层级


不同网络产品或应用平台间也可能存在层级区分甚至落差。

这种产品或平台的层级，常常以互联网“鄙视链”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工具、社交平台、视频平台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鄙视链，虽然这些鄙视链未必被多数人认同。人们在排“鄙视链”时并无科学依据，只是根据直觉，但在“鄙视链”上端的往往是小众的、精英或知识阶层的、小资文艺的圈子，如豆瓣、知乎等，而在“鄙视链”底端的多是大众的、非精英阶层的、通俗化应用的圈子。因此，产品或平台的层级，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人群的层级。

这样一种由产品或平台带来的人群区隔甚至阶层分化，既与产品的市场定位有关，也与技术本身的“偏向性”有关，一些产品、平台的运营者，也会有意地强化产品或平台与人群的对应关系。不同的技术特性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群，也会形塑成员的行为模式，甚至可能形成其独有的文化。人们使用某种产品，进入某个平台，不仅是因为产品性能，也是因为文化认同或群体认同。

这种产品的层级，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化趣味的层级，如布尔迪厄等学者的研究，趣味，作为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对于社会阶层区隔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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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资本既有可能通过影响客观阶层地位的获得而间接作用于阶层认同，也有可能对阶层认同产生直接作用。
[83]

 网络中的产品层次，虽然不完全对应着现实社会阶层，但是，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网络空间中另一维度的虚拟层级。

这些产品或平台的层级差异也可能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资本体现出来。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个成员”。虽然以华裔学者林南为代表的不少研究者主要关注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但包括布尔迪厄在内的很多学者更看重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关系网络这一集体形成的社会资本。平台所聚集的人群的影响力、社会资源、地位与声望等，都会对其集体性社会资本产生影响。处于不同层级的产品或平台给予其成员的社会资本的表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通常处于鄙视链上端的产品或平台，其集体性的社会资本可能更多的是共同的社会声望、现实的社会资源，而处于低层的产品或平台，用户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抱团取暖，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本是有限的。

当然，在这个维度上的层级流动似乎是最容易实现的，在产品使用上，人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之所以很多人并不选择“往上流动”，一是他们可能并不在意这种分层，二是他们更愿意待在让自己舒服、容易融入的群体里。


4.网络应用能力层级


网络应用能力的差异，对于网络使用者也具有直接影响，某种意义上，也是造成人群分层的一个因素。这种应用能力不等于“操作能力”，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操作技能，而是一种将网络应用转化为获得个人收益、社会报偿的能力。

邱泽奇等把在不同人群、地区、城乡之间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定义为互联网红利差异，并指出，在中国，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更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而隐藏在互联网红利差异背后的正是个体、群体、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联网资本（任何因既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的资产）以及对其运用的差异。
[84]



互联网红利差异这一概念，重点关注的是互联网资本及其运用差异在经济方面对使用者产生的影响，另有研究者从虚拟社会的接入情况、信息意识、信息伦理、政策供应、工具供应、信息供应、信息获取和信息利用等八个指标方面来进行网络社会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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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八个指标，涵盖了多方面的网络应用素养与能力。

从媒体角度，研究者更关注人们的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的素养和能力差异。信息消费素养与能力，决定着人们获取信息的丰富度与准确度，从而也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完整与准确程度，而信息生产素养与能力，则关乎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的话语权，而用户整体的信息生产素养，也影响着网络中信息环境的质量。

总体来看，网络应用能力的差异可以从几个层面体现：其一是网络的消费能力，即获取、使用网络信息与服务方面的能力；其二是网络的生产能力，例如，参与网络内容与服务的贡献的能力；其三是网络社会的互动、表达与参与能力，例如网络交往、利用网络争取个人权利、进行社会参与；其四是将网络应用转化为现实收益的能力，例如通过网络应用提升工作和生活质量、提高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影响着使用者从网络中的获益程度以及对网络的贡献程度，也影响着整个社会从网络中获益的程度。

影响网络应用能力差异的因素，包括地区（包括城乡）、代际、收入、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种族等多方面。应用能力差异，也会延伸为网络话语权差异、现实社会生存能力差异等。

网络人群在应用能力上的落差，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早期含义，主要指的是互联网接入与使用的差距。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有研究者将数字鸿沟的研究分为四代：第一代研究的核心是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信息通信技术（ICT）方面存在的鸿沟；第二代将研究扩展到ICT素养和培训、ICT利用水平等方面的鸿沟；第三代研究重点放在ICT接入与利用活动之外的信息资源和知识差异上；第四代则重点关注数字化使用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排斥及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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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的内涵及研究方向的不断变化，反映了技术发展不同阶段对人群分化起作用的不同方式。在接入与使用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网络应用能力的差异仍会带来人的信息资源、知识差异甚至新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些差异是否都可以称为“鸿沟”，却是值得商榷的。

“数字鸿沟”的英文digital divide，本来强调的是数字区隔，而“鸿沟”一词却意味着不可逾越。然而，不同层级人群之间的差异虽然存在，但有些差异并非鸿沟那么大。或许很多时候，用“数字落差”一词来描述这种差异更准确。

（三）数字落差下的网络：增强但仍有限的流动性

上文所分析的各种网络层级分化，加之现实社会阶层因素，都可能带来网络人群在话语权、文化偏向、趣味、应用及获利能力等方面的落差，但这些落差未必都是鸿沟。

当用落差而不是鸿沟来观察网络人群的层级差异时，我们会更多地看到不同层级间存在的流动可能性，我们也会看到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提升可能，以及一些个体自我感知的现实社会阶层提升。技术的发展，平台的推动，也可能给一些处于低层级的人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性或许仍是有限的，除了外在的约束力量外，这也与用户的流动动力相关。

当用不同的维度来划分网络层级时，一个个体可能会获得不同的位置。例如一些本来在网络公共平台上没有话语权的年轻用户，在代际层级中，却获得了优越性位置。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强化对于自己有利的分层维度，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而对于使自己处于不利位置的那些维度，他们可能会弱化其价值。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调整对自己网络地位的评价坐标而获得心理平衡，他们寻求流动的心理动力也就相对有限，除非有特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其他的激励因素。

三、“圈”“层”交织：网络社会碎片化的加剧

一些社会学者在十多年前提出了中国社会在走向碎片化的判断，即传统的几大阶级或阶层被分化为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如同一个个的碎片，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在趋向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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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也有学者的判断不尽相同，然而从网络的实践来看，虽然社会阶层没有被完全撼动，但人群的碎片化也的确存在，这种碎片化趋势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加剧。

（一）圏、层分隔加剧的碎片化

以往社会学领域对社会阶层分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各种因素，但在网络时代，当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走向融合时，网络中新互动方式及其带来的新社会结构对人群分化的作用也在加强。

前文已经分析了网络圈子、层级形成的多种路径以及背后的动因。在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在网络中获得社会支持，寻求上升通道，网络也的确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结盟和自由“定位”的可能。

网络带来了关系重构的可能，一些突破传统关系的新关系圈子在网络中形成，而文化、技术等驱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多重维度下人群的分化。这些圈子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的获得提供了新可能。网络中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圈子，常会形成相对封闭、自主的“小世界”，有些亚文化圈子甚至有其文化上的壁垒，人们轻易不会“出圈”。抱团取暖、内外有别的特质，也会带来圈子之间的某些隔阂甚至是摩擦。

人们在现实社会阶层的定位是被动的，而在网络的各种层级定位中则拥有相对的主动性，他们会越来越看重网络社会中某些维度的层级的意义，因而也会努力维护自己所在的某些层级。不同的网络层级间，也存在利益诉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话语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层级间有时也存在着对抗、竞争等关系。

网络中的圈、层，也能为个体带来归属感与社会支持，对网络圈、层的追逐带来了人群的流动，这种流动相比现实社会更为活跃，但在一段时期后，这些圈、层也可能会慢慢固化，尽管不如现实社会的固化那样“坚实”。

（二）“同温层”效应加剧的碎片化

除了上文提到的圈、层外，网络中还有另一种人群汇聚模式，那就是“同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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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明确的圈子与层级，同温层只是个比喻。很多时候，它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群体或关系网络，而更多的基于用户的心理感受。

同温层有时与某些圈、层重合，有时又会超越圈层。同一圈子、同一层级的人，虽然有相似的利益诉求与行为模式，有时也有相似的价值观与政治取向等，但他们在面对某一具体问题时，情绪、态度、观点立场等，却可能有差别，甚至会发生冲突。这时，他们有可能超越圈层去寻求心理上的同盟者。

气象学意义上的同温层的特点之一是，同等高度上温度的相同或相近，对于人而言，这种“温度”的接近性，也就是在情绪、观点、立场等方面的接近性。有相似倾向的人，会自然地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信息或观点流动，在那些让他们“舒服”的信息中相遇，形成同温层，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感知到彼此的存在。而网络整体的意见气候则可能会出现不同同温层间的显著分化。

同温层效应是人们随自己的心态自主流动的结果，因为它有助于维护心理舒适区，避免“认知失调”的产生，人们通过向同温层靠近，来维护自身的观点、态度与立场等。人们追求的“同温层”也是流动而非固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话题上，人们会需要不同的同温层。同温层是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的，比圈、层更灵活的流动的共同体。

同温层效应并非网络时代所独有，但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它。网络将人们隐藏的心理感受通过显性、具体的话题激发出来，并通过一些方式引导人们向同温层流动，在各种社交平台上，人们很容易围绕话题进行聚集，可以方便地进行“站队”。另一方面，网络连接的广泛性使得人们寻求自己需要的同温层变得越来越容易。

用户对同温层的感知，除了人们自身的选择外，也在受到算法的影响。目前的算法往往是基于人们以往行为分析进行的选择性推送，这也在强化人的原有偏向，算法分发中所依据的标签也成为一种隐性的将同温层人群连接在一起的线索。

网络中复杂多样的同温层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观念的碎片化。如学者李培林指出，社会态度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碎片化。
[89]



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在一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那就是对个体这样一个社会基本单位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尊重个体的个性、尊严、权利、利益、财产等的观念，开始受到重视。价值观的选择与表达，也成为个体权利的一种表现。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在更高的层面表现为对文化、制度等层面的新思考，例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新认识，对于个体与集体关系、公权与私权关系的思考，对于传统伦理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比较等。在这些方面，价值观的差异在不断加大。

社会价值体系分化，也是因为受到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他们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对社会关注的重心不同，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也不同，因此，他们的价值观也会自然发生分化。

网络使得人们观念的碎片化表达体现得尤为明显，寻求同温层的便利性，以及社交媒体兴起后形成的新的传播结构与模式，进一步推动了观念的碎片化。

（三）“圈”“层”化传播与信息环境不均衡加剧的碎片化

从信息流动的角度看，同温层的含义是，信息在心理上的“同层”人群中的水平流动更为容易，显然，这些水平流动的信息一般也是不让人们产生认知失调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反过来可能固化人们的倾向与偏好，而不同层之间的信息流动相对较少。

这样一种信息流动的不均衡与社交媒体带来的新的传播结构相关。相比传统的大众传播，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共信息传播的基础结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管道，信息管道的开关掌握在每一个作为网络节点的用户手上。因此，多数信息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可以依靠从点到面的“广播”实现瞬间全面覆盖，而是会在人际网络中由用户节点共同筛选，有些信息可以迅速扩散，有些信息则会被阻滞。用户的个人倾向、偏好与需求等，对于他们选择“开”还是“关”起着重要作用。而他们的个人行为背后，也有着很多来自同温层、圈与层等的群体性动因。

这也意味着，在这样一种以人为媒的传播结构中，用户所在的圈子、层和心理上的同温层，都会成为过滤网，阻止一些信息的流动，圈、层之间的信息流动不畅。另一方面，受圈、层中互动的影响，人们在圈层中传播的信息也会趋向同质化。

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社交媒体的有效传播更倾向于传者和受众在相同或相近“影响力层级”间的传播，形成趋同和趋近的“影响力流动圈”。在社交媒体的有效信息流动中，传、受间的反馈也最有可能在影响力层级相近的用户之间进行。
[90]

 这个研究也从影响力的角度说明了圈层化传播的存在。

被圈层分割的信息流动，也会导致整体信息环境的不均衡，有些圈层中的信息更丰富，而另一些圈层则相反。不同人群看到的社会景观不一样，彼此间的交流与对话也可能减少，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会加剧整个社会的观念的碎片化。

此外，不同圈、层的人群所拥有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话语权的差异，也会使得他们所生产的信息在网络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显著度。如前文所指出，中产阶层生产的内容及他们的诉求更容易被凸显与传播，而很多人群则处于弱势地位。

无论是信息生产还是流动，网络整体的信息环境都是不均衡的，虽然这种不均衡在传统媒体中也存在，但相比由传统媒体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力量所构建的信息拟态环境，网络中的信息环境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群体间的博弈结果，而这种失衡的信息环境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人群的分化。

大众传播的功能之一是社会整合，大众媒体通过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将各个社会群体、阶层连接在一起。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传播及其相关互动却可能带来另一个方向的结果，那就是社会碎片化，这一现象尤为值得关注。

（四）“圈”“层”化、碎片化社会整合的障碍及“后真相”困境

圈子、层级与同温层三者都是人们获得庇护、归属感的方式，在不同时候，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庇护所，其目标都是让自己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加了获取庇护所的便利，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更容易固守自己的认知、观点与立场，“选择性心理”被强化，也可能会导致“回声室效应”。尽管也有研究者对网络是否增强了回声室效应持否定性判断，但是更多研究者认为，网络的确强化了这一效应，甚至可能带来“文化部落主义”。
[91]



有国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非但没有拓宽我们交流的范围，没有加深我们的理解，反而强化了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
[92]

 当然，从前文分析来看，网络会用某些方式拓展社会圈子的多样性，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人在不同层级间的流动，但是，从认知与态度立场方面看，人的封闭和固化也许并没有完全打破，某些时候反而可能会加强。

在圈层的保护下，人们的立场受其圈层的影响程度会加深，人们的固有立场、态度对于其对事实判断的影响也会加深，这也是近几年“后真相”问题日益严重的一个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后真相”在社会学上可以视为新部落主义，我们无法作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和中立的判断者，我们只能依赖他人的影响，依靠自己群体内部的“共识”来选择。“后真相”现象产生的更根本原因，还是真相的生产和传播所依赖的社会共识的瓦解。
[93]

 “后真相也是当代社会结构、社会共同体复杂化的一种构成、表现、特点。每个人都成为一种叠加状态的复杂主体，每个人都同时性地归属于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又可能同时性地不归属于任何具体类型的共同体。”
[94]

 当个体穿行在圈、层、同温层或其他流动的共同体时，他们对情绪、情感、立场等的坚持，往往也会超过他们对事实与真相的关注。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后真相现象背后的社交网络中的“信任异化”，一些“想象的共同体”因有共同敌人而在彼此间产生无原则信任，或对其对立面形成强迫性不信任，信任逐步转变为制造隔阂、形成对立认同，甚至产生网络暴力的权力资本
[95]

 。人们出于抱团需要而对信任的异化使用，也导致了他们对事实本身的淡漠。

而对于后真相问题的破解，有学者指出，真相的“客观性”依赖于“共同视角”
[96]

 ，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基恩也指出，最终关于真相的认同还是取决于人们的共识和信任
[97]

 。这些看法似乎也是多数学者在“后真相”问题上的共识。

从这个方面来看，推动不同圈层人群的交流和对话，对于共识的形成是必要的，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多元主体在不同属性媒介构成的开放式传播网络中，围绕公共议题进行信息发布与沟通对话”的“公共传播”
[98]

 的重要性。而为了推动这种公共传播与对话的顺畅达成，或许我们需要开辟新的公共对话空间，今天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交平台，有助于圈、层的形成与维系，但并非是理想的公共领域。

这种新的公共传播也取决于公众的参与意愿与理性对话的素养。在被自身所在的圈层“捆绑”的情况下，人们的公共参与、交流的意愿与素养，并非是完全自发形成的，而一定需要“培养”。

从网络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归属、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的需要来看，圈子化、层级化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圈层化将加深社会的碎片化，社会整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障碍。但我们不能面对这样一种趋向无动于衷。在圈层交织、多重分化的网络空间中，仍然需要努力营造一些超越圈层的公共空间，需要为不同人群的对话创造更多条件，也需要培养人们的社会参与、理性交流素养。虽然必定是障碍重重，但这应是网络时代的公共媒体、教育机构与新媒体平台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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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过度连接与反连接

互联网“连接一切”的口号，以及相关实践的推进，使得今天的互联网正在走到一个“过度连接”的阶段，人与人的过度连接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使得用户产生了反抗连接的张力。

一、过度连接下的重负

无处不在的连接，特别是人与人的连接，表面上看似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与扩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又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以承担的连接之“重”。

（一）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

虽然从情感沟通、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等角度看，强关系、强互动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回报，但过多的强关系线索、过于频繁的互动，又容易让人们产生倦怠感，甚至某些时候让人“窒息”。


1.高强度连接增加社交负担与维护成本


从即时通信工具到SNS、微信，不断发展的社交产品将强关系连接不断推向深入，从即时对话扩展为全方位连接，线下的强关系越来越完整地被复制到线上，线上还会不断发展出新的强关系。社交产品与平台的丰富，也使人们置身于各种圈层、各种性质关系的天罗地网中。

强关系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互动来维系，弱关系互动也会耗费人们的时间，连接越多，也就意味着投入的管理与维护成本越大。

而人们的社会关系管理能力却是有限的。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对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容量与其群体规模的关系研究中推断，根据人类的大脑容量，人类社会群体的理想规模在150人左右。他进一步解释，这是分开之后再见面，一眼能认出来的人数。
[1]

 这个理论被称为邓巴数或“150定律”。但今天各种社交应用为多数人编织的社交网络，远远大于150人，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社交关系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负担。


2.时时处于表演与自我审查中


处于关系网络特别是强关系网络之中，人们会有很强的表演意识，因为在其中的一举一动，都不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为了经营自己的“人设”，获得他人的关注，为获取社会资本而“投资”。这种投资行为，需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人们反复修饰自己发出的每一句话，精心美化每一张分享出去的图片，有时还要通过“分组”等方式来精准控制分享内容的落点，避免一些内容展现在不合适的对象面前。

这种表演也自然受到看似来自“自我”实则来自他人的审查。无论是发朋友圈，还是在群里说话，人们都需要从他人的角度考虑自己言行的效果与后果，甚至还需要考虑其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张后的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社交平台不仅是权力监视个体的“圆形监狱”，也是自我监视的“圆形监狱”。它有一道无形的墙，那就是他人的眼光。人们的自我意识及其表达，总会碰到这堵墙上并反弹回来，反弹回来的，可能是赞扬与激励，也可能是质疑与贬损。人们会随时根据这种反弹来调整自我表演策略，甚至在深层修正自我认知。自我在不断进行表演的同时，也时时从社会或他人的角度对自己进行审查，并不断地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自我调整。随着连接的丰富与增强，这种自我表现——从他者角度进行自我审查（既来自于真实的他人，也来自于想象中的他人）——自我调整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常态与频繁。

多样的连接，为个体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多种参照物。但这未必会在积极方面促进自我认知，反而可能会增加“我眼中的我”与“他人眼中的我”的冲突，给自我认知与自我构建带来障碍。


3.社会比较带来的压迫与焦虑


社交平台上，人们不仅仅要表演给他人看，也会时时看到他人的表演，来自他人的表演，往往会给个体以压力，使他们时时处于社会比较之中。

心理学研究指出，个体对自我的知觉和评价是通过与周围参照框架（如他人）相比较而获得的。依据比较的方向，社会比较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为上行比较，指个体以提升自我为基本动机，选择与比自己表现稍好的人进行比较；第二种为下行比较，指比较对象是比自己境遇更糟或表现更差的人，其基本动机是增强自我、维护自尊并改善情绪；第三种称为平行比较，即个体为准确了解自我的情况将自己和相似他人进行的比较。
[2]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进行社会比较时，一种结果是产生对比效应，即当个体面对上行比较信息时会降低其自我评价水平，而面对下行比较信息时会提升其自我评价水平。另一种可能是产生同化效应，即个体面对上行比较信息时会提升其自我评价水平，或面对下行比较信息时会降低其自我评价水平。还有可能同时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效应。
[3]



网络社交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广度与频率。虽然有些情况下社会比较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提升人们的自我评价，但是持续的、高强度的社会比较，会使个体处于更多的焦虑之中，很多时候，人们因看到他人优于自己的地方产生“羡慕嫉妒恨”，也就很难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


4.并发式连接让人顾此失彼


今天的网络连接是并发的，也就是多种连接同时存在。人们常常在同时和多种不同的对象进行交流。人们虽然面对不同性质、不同价值的连接会给予不同的付出、采取不同的互动策略，但未必能够总是最有效地进行互动的管理。错乱、顾此失彼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会影响到社交质量，有时甚至会让人们出现重大失误，影响到一些重要关系。


5.私人空间与时间受挤压


互联网中各种社交平台的账号，似乎成了每个用户的私人空间，但是，一旦这些空间与他人的空间连接起来，其私人性，就会越来越少。

一方面，即使是人们在私人空间发布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不知不觉中流向公共空间。例如，在微信聊天中的对话、微信群中的发言或朋友圈发布的文字或图片，都可能被他人截屏并扩散，这种扩散也不能由当事人意志所控制。为了避免麻烦，人们在发布前就需要更多的自我审查。而出于对无法控制的扩散的担忧，有时人们可能也会减少互动。

各种平台都有可能通过后台数据来掌握个人账号的隐私，也可以通过对个人分享的内容的分析来对其进行“画像”并推送相关内容与服务，这也是对私人空间的另一种入侵。

私人空间与时间被过多侵占的另一个表现，是人们独处的时间减少。尽管人在本质上都害怕孤独，但是适当的独处是必要的。戈夫曼指出，当他人存在时，人们就会感到有义务塑造或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所处社会文化的规范。相反一个人时，个体可以使自己从他人的监视与要求中释放出来。也有其他研究表明，个体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独处来进行情绪上的自我更新，独处之后个体的情绪更加愉快。独处也可以为个体提供自我评价、自我康复和情绪更新的机会，那些能够有效利用独处时间的个体，通常能更好地从压力情境中恢复活力。
[4]



独处可以让人们减少社会性表演、社会性比较的成本和压力，也可以有更多时间来进行自我反思，或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但今天人们的独处越来越难。

无时无刻不在的连接，也使工作向原本属于休息时间的私人时间渗透，同样造成了私人时间与空间的压缩。


6.情绪与行为相互影响


对于连接的作用，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詹姆斯·富勒两位学者曾在《大连接》一书中指出，“强连接引发行为、弱连接传递信息”
[5]

 。这里所说的强连接、弱连接，也分别对应着强关系和弱关系。越是强关系，在意见与行为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大。当然，这种影响既可能表现为相互的传染、跟从，也可能表现为引发抵触与逆反，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表明，个体的自主判断与表达会受到干扰。

心理学领域里的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6]

 、海德的平衡理论、纽科姆的对称理论、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等
[7]

 都进一步解释了个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社交连接也把人们更多地带入群体情境中。处于群体环境中，人们还会受到群体心理与群体思维的影响，出现群体盲思、从众等现象，个体间情绪、观点及行为的相互传染也会加剧。

（二）“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区隔

多元的连接、高强度的互动，也会带来各种紧密互动模式，产生圈层化效果。前文已经对此进行了分析。

圈层化一方面对个体产生了各种约束，另一方面，导致各种群体间的隔阂增加，某些信息更多地在同质化圈层中流动而难以“出圈”，圈层间的态度、立场的分歧甚至对立可能会增加，公共对话与社会整合变得更为困难。

（三）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

今天互联网更多地加强了线上的连接，在人们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线上连接的强化，必然会带来线下连接的被挤占。

当人们与远方的人连接起来时，他们与身边的人的交流却变得日益稀少。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的分析，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其中的缘由：“我们开始把其他人当实用性的客体而去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对方那些实用、舒适和有趣的部分。”
[8]

 在真实的环境中，人们与身边的人的互动，是全方位的接触，例如，既要接受对方的关怀，还要忍受他们的唠叨或者其他毛病，付出的时间和其他交流成本通常要更高。但通过虚拟空间来和他人互动，则可以选择性地接受对方的有用、有趣之处，将其他自己不喜欢或不感兴趣的部分剥离出去。从社会资本获取角度看，这样的互动方式在短期可能有低投入、高回报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深入、稳定的关系仍然是难以建立的。

相比线下交流，线上交流可以更好地控制交流的对象、策略，投入/产出比也更容易控制。这也是人们更沉迷于线上交流而冷落线下交流的一个原因。

但线上的交流未必一定能带来更多的情感与社会支持。很多时候，线上过于丰富的连接反而会使人们的互动简单化、功利化，无时不在的社会比较也可能会带来人们心理的失衡。过度的连接也可能带来新的狭隘与孤独。

虽然也有学者在阅读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一书后指出，人与技术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单向的影响关系，而是“自我”与技术之间互动的、不确定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交的自我”不同于单一地由网络技术所形塑的“连线但孤独的自我”，它因为自我的差异性以及自我与技术关系的多样性而充满了不确定性。
[9]

 但至少可以看到，孤独是过度连接的结果之一。

此外，由于网络毕竟还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因此，人们对网络中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是相对自由的，而且人们选择或回避哪些社会关系，都有很强的目的性。

但是，现实生活的很多社会关系，却不由自己选择。因此，习惯了在数字互动中进行自由控制的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不适应。

（四）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

在人与人的连接中，内容是一种主要的黏合剂。人与人的连接链条也是内容流动的管道。因此，人与人连接的扩张，也必然带来人与内容连接的增加。

移动时代的内容分发和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内容的过载。与门户时代需要人们自己去“拉出”信息的情形不同，今天无论用户是否需要，是否主动去“拉”，内容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地被“推送”到个体用户的空间里，人们在各种空间、场景里都会被连接到各种内容中，网络信息总体的超载也直接传导给了每个个体。

从各方面看，人与内容都在形成过度的连接。

人与内容的过度连接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内容总体的“价值密度”变小，有价值的内容被淹没在过量的内容中，用户发现有价值的内容的成本反而上升。尽管个性化推荐机制的出现初衷是减轻这一问题，但目前的个性化推荐，只是在内容类型上缩减了阵线，但并没有在量上解决过载，反而可能会带来同质内容的源源不断供给，这在另一个方面带来了过度连接。

内容过载，会带来用户注意力的进一步分散，以及思考专注力的下降。今天不断涌向人们的主要是“信息”以及二手的知识等，人们的表层“知道”越来越多，但深层的认识与思考未必相应增加，知识的深度学习也未必增加。人们获得的越来越多的是碎片化的内容，虽然人们有可能通过某些方式来整理、拼贴这些碎片，但这也同样意味着极大的成本。

人与内容的过度连接也可能加重人们的信息焦虑，很多时候，人们获得的信息越多，感知的信息世界就会越大，这个世界里的未知信息也就会增多，“以有涯逐无涯”的无力感也会增加。

为了与他人连接，今天的用户也在更多地生产“关于自己的内容”。人们随时可以用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记录关于自己的文字、图片、影像，虽然看上去互联网使得个体对自身的记录变得更为详尽与完整，但或许如大数据专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所提醒的，完善的记忆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人类一种重要的能力——坚定地生活在当下的能力，因为完善的记忆意味着缺少遗忘，人会被困于琐碎的记忆中而失去概括与抽象化以及为当下做决定的能力
[10]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说，这些关于自己的内容一旦公开，便会成为一种社交表演，也就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的自主判断与行为会变得更为困难。

（五）向“外存”迁移的记忆与难以保护的隐私

尽管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关系与内容，但今天人与人、人与内容的关系，更多依靠“连接”或“链接”，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在“外存”——某个终端或互联网中的某台服务器上，而不是大脑这个“内存”里。本应该由人的大脑记忆的个人历史、社交记录以及知识与信息，都变成了外存中的数据，很多时候人脑中只留下了一些指向外存的“链接”线索。因为对外存的依赖，人的大脑的记忆能力或许会减退，甚至包括与自己相关的信息和记录。虽然外存在某些方面弥补甚至强化了人脑的不足，但一旦外存或链接出问题，那么人所拥有的信息、知识甚至个人历史也就可能消失，一些关系的管理也难以维系。即使外存不出现故障，过多的连接，也使得人们寻找、管理这些外存中的信息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

而这些外存中的信息，很多都涉及个人的隐私，人们的连接越多，存放在外存中的信息越多，也就意味着被他人监视以及隐私泄露的风险越多。

对于个体来说，自己产生的数据还有可能超越其原有用意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断扩散与延伸。尽管有些平台可以设置“半年可见”“三天可见”甚至“阅后即焚”等功能，但效果也有限。

个人数据在今天已成为如舍恩伯格所说的“代表了一种更为严酷的数字圆形监狱”
[11]

 的数字化记忆，这种圆形监狱会随时随地监视我们。

二、反连接的情境与实现路径

当各种互联网的产品都在致力于“连接”而带来过度的连接时，或许一种新的思维正在形成，那就是一定情境下的“反连接”（anti-connection）。

（一）反连接：一种情境性选择

反连接并不是无条件切断所有连接、封闭个体，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下断开那些可能对个体产生过分压力与负担的连接链条，使个体恢复必要的私人空间、时间与个人自由，所以它更多的是个体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而非一致性行动。

独处，是产生反连接需求的主要情境之一。虽然远离各种数字设备是断开连接的终极方式，但更理想的状况是，让人们在保持必要的与外界连接的维度时，还可以控制自己的“闭合度”。

当人们希望在某些情况下实现私人空间与社交空间、公共空间的分离或者个人数据在时空两个维度的保护时，也需要一些方面的反连接。这既可以通过一些新的产品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一些产品中的功能或权限设置来实现。

重拾现实空间的交谈与互动，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反连接作为保障。只有排除线上的干扰，人们才可能对现实交流投入更多的热情与精力。

重建人的专注阅读、学习与深度思考，则需要对人与内容间的过度连接有所抑制，虽然海量连接带来的碎片化阅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视野，有时也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事物，但仅有这样的阅读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一些知识内容的获取上。

（二）反连接：对用户的新赋权

连接或反连接的选择，不仅是用户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还应成为对用户的一种新赋权。这种赋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隐身权和连接“开关”的控制权。

连接是以人在数字空间的“存在”为前提的。在QQ等即时通信工具中，有显示人们的在线状态的功能，当人不愿意被打扰时，可以设置为“不在线”，也就是可以自由隐身。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交平台不再具备这一功能，这意味着，人们可能随时随地被打扰，被强制性连接。赋予个体隐身权利，是帮助人们减少不必要的连接的一个基础。

隐身权不仅体现在在线状态的设置方面，也应该体现在对用户的数据收集、行为跟踪等方面，让用户对自己的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拥有足够的知情权和决定权，赋予用户不被记录、分析的权利，不仅有助于保护用户的隐私，也有助于用户以更自由的状态来使用互联网。

进一步而言，虽然网络服务商需要为用户提供各种连接的“基础设施”，保证用户在连接方面的基本“权利”，但是用户应该有“权力”决定自己是否启用这些连接，用何种方式在何种状况下启用连接，并在技术上拥有连或不连的“开关”。虽然某些时候需要技术性的辅助来防止用户对连接的沉迷，但更多时候，应该尊重用户的自主选择。

当然，正如“被遗忘权”所引发的争论一样（第八章将详细展开），在尊重个体的反连接的权利与权力时，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权衡的问题。

（三）反连接：网络服务商权力的限制

对于网络服务商等权力的拥有者来说，反连接意味着对其权力的限制。

其一是对个人信息收集、保存与扩散权力的限制。

个人信息的收集，虽然为个性化服务和连接性服务提供了前提，但是，无限度的个人信息收集与保存，没有约束的信息扩散，没有期限的数据使用，不仅会带来更多的隐私泄露风险，也会给个体增加心理负担。虽然现在很多应用允许用户设置权限，但是，其中也存在很多陷阱，用户仍然处于被动地位。

其二是对产品间数据连通的适当约束。

今天各种产品在打通，不同产品间的用户数据共享成为可能，特别是对同一企业的产品而言。虽然理论上这可能会有助于促进服务商对用户的了解，但是，有些共享可能是违背用户意愿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不同的产品中有不同的角色设定和行为策略，这也是一种自我建构策略和自我保护机制，各种产品间的“墙”的拆除，也可能意味着用户的自我保护机制被破坏。将各种产品中的用户数据整合在一起分析所描绘的用户画像，更可能使用户隐私一览无余。

当然，从网络发展来看，反对某些平台对用户数据的垄断与封闭是必要的，但这应当以保护用户的利益为目标。从提高网络服务的精确度角度看，跨平台、跨产品的用户分析某些时候也是必要的，但这应该建立在用户许可、授权的基础上。

其三是对信息推送权力的约束。

无论是无差异的信息推送，还是个性化的信息推送，都需要有一定的约束，以避免信息泛滥对用户的干扰与压迫。

（四）反连接：一种反向产品思维

今天的产品都在极力做加法，在不断增加其功能，而很多功能都是为了增加连接维度与紧密度，从用户黏性角度看，也许是有用的。但是，一个让用户难以离开的产品，或许并不是一个真正人性化的产品。过多的连接维度，也会增加用户的被压迫感。

未来的产品需要适度的减法和克制思维，需要从用户深层心理与长远影响的角度来审视某些功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减少不必要的连接。在用户面临着连接重负的情况下，未来的产品创新中，少连接、弱连接可能会成为新的市场卖点。

除了尊重个体的自主意愿外，未来的网络应用还需要关注人性的弱点，对那些会带来身心伤害而用户又难以自拔的连接，可以通过技术方式进行适时的断开，游戏中的防沉迷功能就是一种很好的设定。

（五）反连接：一种新的网络素养

适当的反连接意识与能力在未来或许应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素养，这种素养是人在网络时代保持独立与自主性的一个基础。

当连与不连的开关交给用户时，能否真正减少不必要的连接，主要靠的是人的判断与自制能力。如何判断连与不连对自己的深层影响，如何抵挡某些连接的诱惑，对已经被连接包围的个体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减少连接，可以减少外在环境对个人的心理、情绪、意见、态度等的影响，使个体更为独立，当然，也会让个体在某些时候失去抱团取暖的感觉。因此，反连接的需要与能力，与个体对群体及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关。摆脱群体影响能力更强的个体，反连接的能力会更强，也会因此获得更高的自由度。

减少连接，也可以让人在机器面前保持更多的自主性。网络中的各种连接，都是基于终端或者说“机器”。反过来说，机器对人的“奴役”，多数是建立在各种连接上的。连接愈多，人对机器的依赖愈重。虽然在未来的时代，人与机器将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但人在享受机器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更需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以避免成为机器的奴隶。

尼尔·波兹曼在分析电视的影响时，谈到印刷媒介所培养起来的成年人的能力，包括自制能力、对延迟满足感的容忍度、抽象有序的思考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等，在他看来，电视破坏了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也破坏了原来的成年人的文化，电子信息环境正在让童年消逝，也在让成年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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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这种“成年的消逝”并没有因新媒体的应用而减少，反而可能在进一步加剧。反连接的能力，也是今天有待重建的成年人能力的一部分。

就像其他媒介素养一样，这样一种新的素养的获得，显然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定的有意识的训练与培养。

虽然连接是互联网的核心目标，但互联网是否真的应该做到“连接一切”，连接一切的后果又会如何，今天到了再思考的时候。当然，对这个问题，反连接并不是唯一或终极的答案。纵观以往的历史，互联网的运动，更像是一种钟摆式的运动，从它的运行法则到具体的产品，都在不断摇摆，未来这样的摆动或将继续下去。但无论是打破某些障碍寻求连接，还是阻止连接的泛滥，其核心的目标，都应是为了让人获得一个健全的信息环境与社会环境，为人的自由、均衡发展提供更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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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为服务网络节点的新媒体用户

新媒体中，各种服务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网络。作为节点的新媒体用户，在这样的服务网络中，不仅仅是具有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有时他们也是服务的引导者、资源的贡献者，甚至是主要的生产力。


第一节　作为共享经济节点的用户

第一章对有关共享经济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一定梳理，虽然目前对共享经济的定义不一，但对于共享经济模式中的一些特点，人们是有共识的，例如：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点对点连接的用户及资源的匹配、用户角色的随时转换、用户间的协作等。共享经济不仅促成了用户闲置资源的利用，用户需求及其相应资源的连接，也促成了用户之间基于经济目标形成的新关系。

一、共享经济：一种新的关系

以往在新媒体平台上用户之间与经济收益相关的关系，主要是交易关系（以所有权转让为特征的活动）。但共享经济带来了一种超越交易的新关系，即人们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基于资源共享的互补与合作。

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共享经济的概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萌芽，但直到最近几年共享经济才真正兴起，因为只有在相应的技术发展后，才能提供共享经济所需要的条件。

从用户角度看，共享经济所需要的基础结构，是个体作为网络节点的角色的凸显，以及用户之间点对点连接的顺畅。这种结构才能带来去中心化的个体之间的信息流动，以及点对点服务的建立。P2P技术的出现，正解决了这样基础结构的架设问题。也因此，共享经济有时也被称为P2P经济、网格经济等。P2P的应用，也具有资源共享的特征，即使不被用于“经济”的目的。当然，在P2P技术之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技术，也进一步推动了共享经济所需的基础结构的完善。也可以说，共享经济的兴起，与前文提到的传播模式从大众门户向个人门户的转变，两者是同步的，因为它们所需要的基础结构是相似的，有时甚至是同构的。

除了今天的共享平台外，里夫金认为，物联网平台具有分布式、点对点的性质，这可以使由社会企业和个人组成的数百万小型参与者集合成对等网络，形成全球性协同共享系统，构建横向规模经济，从而淘汰整合垂直价值链中多余的中间人。在未来的时代，每个人都变成了产消者，可以更直接地在物联网上生产并相互分享能源和实物。
[1]



在共享经济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中，除了资源共享、点对点匹配、用户的角色可以随时转换（有时是资源的供给者有时是资源的使用者）外，更重要的是，点对点的连接，构建了一个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强烈约束的关系网络。

提出过强关系与弱关系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还提出过“镶嵌”理论，这一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与早前不注重人们的社会环境影响的“低度社会化”的观点以及过于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影响的“过度社会化”观点相比，他的“镶嵌”理论，一方面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个人的行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他强调行动者在实施一项经济行为时，固然有自己的理性算计与个人偏好，但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又“镶嵌”在互动网络中。
[2]

 他特别指出，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者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3]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网络，为共享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个人信用。虽然也会出现意外情况，但是总体来看，共享经济的关系网络对于个体的约束是有效的。

共享经济目标下的合作，不仅带来了个体之间的新关系，也可能带来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使得传统组织的边界逐渐模糊，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也逐渐降低，人与人可以通过交易形成市场，通过合作形成新的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产业生态网络。
[4]

 虽然这些新的组织不符合传统的组织的界定，它们目前也不会马上颠覆现有的组织模式，但它们会给人们提供传统组织之外的新的归属可能。这些组织也可以视作一种新的经济共同体。第三章所分析的共同体主要是精神、文化的共同体，而未来，网络中的经济共同体对个体的影响或许会越来越大。

共享经济中的新关系，也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资本。前文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介绍了社会资本的定义，事实上，也有不少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经济视角出发的，这一视角下，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在各种经济行为中，社会资本是如何体现的，社会关系网又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
[5]

 。

科尔曼指出，在一些社会结构中，人们总是相互提供服务……其社会资本依赖于两个要素：（1）社会环境的信用度，这意味着要承担责任；（2）要负责任的实际范围。
[6]

 共享经济平台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社会结构，因此，在这种结构里，信用、责任成为其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中的主要要素。同时科尔曼还认为社会关系网的结构会影响社会资本，具有“终端关系”（关键节点之间具有联系）的网络，更容易产生信用和制裁机制。
[7]

 共享平台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关系结构之上。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达成的共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产生凝聚力、认知力和共同意志的社会纽带。
[8]

 在一些共享经济平台上，作为社会纽带的社会资本是推动人们在共享平台上持续互动、参与的重要因素，在知识共享平台，这一点尤为突出。

国内有学者则认为，共享经济将个体知识社会资本化，同时也增强了社会互信，这也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
[9]

 还有学者认为，共享平台是一种再中介化组织，它是由硬件（信息网络）和软件（信任）构成的并由第三方创建的市场平台。这个平台是社会资本关系的凝结。共享平台的建立为社会资本的运行建立了框架。
[10]



可以说，共享经济平台和共享经济活动，增加了社会资本的生产，这也为经济收益获取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二、共享经济的支持条件

共享经济得以成立并持续发展，需要可共享的资源及匹配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等多方面的条件。

（一）可共享的资源及资源匹配机制

无疑，共享经济最核心的是可以共享的资源。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共享经济中共享的资源也从代码到实物，再发展到时间、技能等。
[11]



共享经济思想早期的起点，是对普通用户闲置资源的创造性使用思维，即将占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使用权和占有权分开，基于共享平台的高效匹配，使用权分离可以带来新的收益，需求通过使用权得到满足，使用但不占有成为可能。”
[12]

 后来由企业提供共享资源的共享服务，也沿袭了使用权与占有权分离的思想。

虽然在使用权与占有权分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用户提供的资源的共享，与企业提供的资源共享，在资源的供给方面，还是有不同。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用户提供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企业在这方面相对稳定。但用户提供资源的不确定性，不一定总意味着供给不足的风险，有时也可能是意外的惊喜。作为平台，需要对供给不足的风险有足够的防范，维持用户供给资源的稳定性，也需要激发用户的额外贡献。

在有可用资源的基础上，共享经济还需要解决的是用户资源的匹配问题，也就是在资源的需求者与资源的提供者之间建立连接。

在共享单车等模式里，资源是用户自己发现的，二维码作为入口提供了自主的接入服务。而在网约车这样的共享经济模式里，平台是需求的匹配者。在知识共享平台里，则有可能两者同时兼有。无论是哪种方式，便捷、精准、低成本，都是匹配的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

用户参与共享，其动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经济动机，二是精神动机。共享经济的激励机制，也往往从这两大方面入手。

从经济方面来看，共享经济一方面可以为资源的贡献者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它可以为资源的享用者提供便利或实惠。而进一步，如一些研究者所期待的，“共享经济”可能会促进人们由“消费主义”向理性消费回归，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经济生活的本质，培养适度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公平。
[13]

 而在协同共享上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分享绿色能源和一系列基本商品和服务，这是最具生态效益的模式，也是切实可行的最佳可持续经济模式。
[14]

 虽然对多数用户来说，他们更多地看重共享经济当下的利益，而非长远的意义，但是，这些远景，也应是共享经济的开发者需要瞻望的。

而从精神方面来看，共享经济中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资本，也有可能使人们在利他的贡献中获得自我成就感，提升自我价值的认同。共享平台不仅需要给予用户足够的经济回报，也需要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

（三）保障机制

当消费者成为资源与服务的提供者，但个体之间仅仅依靠资源连接时，共享经济的风险也是明显的。2018年连续发生的两起与网约车相关的司机杀害乘客的恶性案件，更是将这些风险直接展示在公众面前，也引起了公众的恐慌。

因此，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
[15]

 ，都是防范风险的必要手段。

对于共享经济风险的防范，信用机制是最基础的。而目前这主要依赖平台所建立的用户信用体系。如一些平台采用“推荐机制+评分系统+背景验证”来保证信任体制的建立，也有些平台依靠“会员机制+评价机制+安全机制+保险机制+法律保障机制”来保障信任体系的建立。
[16]

 其中，来自成员间的相互评价，是所有共享经济平台所通用的。

前文提到的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已经解释了社会关系网对个人的约束以及对个人信用产生的影响。当然，他也认为，社会关系是信任和诚实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保证这些的充分条件。
[17]

 共享经济平台强化了社会关系，并将个人信用公开化，但仍不足以防范一切风险，因此，除了信用机制外，平台还需要其他的一些保障机制。

近几年进入人们视野的区块链技术，或许是今天流行的个人信用机制外，另一种可行的共享经济的保障机制。

从技术层面看，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让参与者集体维护数据库，每个参与节点都是平等的，都保存着整个数据库，在任何一个节点写入/读取数据，都会同步到所有节点，但单一节点无法篡改任何一个记录。它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综合应用模式。区块链主要解决的是交易的信任和安全问题。它的作用方式，与共享经济有着很多的契合。

当然，共享中的信任，不仅是个人信用，还有其他因素，如有研究者提出，共享平台与结构性保障、共享主体个人特征（包括可信度、善良、诚意和能力4个维度）、产品特征（质量、价格、有用性和便利性）、消费者自身（包括信任倾向和个人接触经验）等四个方面，是影响共享信任的关键因素。
[18]



除了信任和信用的建立，共享平台也需要一定的纠偏机制，对已经形成的问题进行纠正。

三、共享经济视角下的“知识共享”“知识付费”

（一）从知识共享到知识付费

共享经济被广泛关注，主要是由于共享汽车等服务领域新现象的出现，但事实上，在知识生产、资讯生产等领域里出现的维基、众包等，也是一种共享形式，在其中，被共享的，不是有形的资源，而是知识或认知这样的无形资源，早期人们共享知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虽然早期的知识共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经济，但互联网时代的共享，最早是从“知识共享”开始的。知识共享中的协作模式，对于共享经济也有借鉴意义。

互联网早期的新闻组、BBS等也存在着知识的共享，但为知识共享制定一种系统化协作方案的，维基应是一个代表。

维基（Wiki）技术指的是一种超文本系统。这种超文本系统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也就是说，这是在互联网上支持多人协作的写作工具。

在维基页面上，每个人都可浏览、创建、更改文本，系统可以对不同版本内容进行有效控制管理，所有的修改纪录都保存下来，不但可事后查验，也能追踪、回复至本来面目。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对共同的主题进行写作、修改、扩展或者探讨。

维基技术理念最成功的应用，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一个基于维基技术的多语言的网络百科全书的全球协作计划，这是一部用不同语言写成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创办者是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英文版本（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于2001年1月15日开始建设，中文版Wikipedia（http://zh.wikipedia.org/）的建设始于2002年10月底。

维基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互联网上知识生产的协作与共享模式，也为共享经济探索了一种可行路径，虽然它的目标不是经济利益。因此，在互联网语境下的共享经济这个词流行起来之前，就有学者使用了“维基经济学”这样的概念，并指出维基经济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和艺术，它以四个新的法则为基础：开放、对等、共享以及全球运作。
[19]



由维基带来的协作思想，后来进一步推广。《连线》杂志编辑杰夫·豪（Jeff Howe）在2006年提出了“众包”（crowdsourcing）概念，它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将某一工作任务发包给若干人，特别是网络社区的成员，来获得所需要的服务、创意或内容。
[20]

 而众包的任务，多数都与知识、资讯等生产有关。

有研究者指出，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共享经济平台，个体分散化的默会知识逐渐变得显性化。也就是说，共享经济强化了个体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从而改善了社会知识结构。
[21]



国外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研究知识共享动机理论及其影响，即经济动机、交往动机、认知动机和利他动机。
[22]

 这与共享经济中的研究思路是类似的。

对于知识共享来说，认知动机尤为值得关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个体通常会积极地参与那些能提高自我效能或者结果预期良好（如获得奖励）的行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个体对自己承担、从事某些活动的能力的判断或者自我感受。从实证研究来看，自我效能高的个体知识共享意愿更强，自我效能低的个体则较少与其他成员进行知识交流。
[23]



知识共享的实践走向深层时，知识付费的思维与模式也开始出现。虽然知识付费产品形式多样，有些并不算知识共享产品，但是，很多知识付费平台整体还是以知识共享为基础的。

（二）知识共享的平台机制：“知识生产”与“知识共同体生产”并行

知识共享平台要持续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的生产，一是社区的知识生产，二是社区成员形成的“知识共同体”的生产，两者并行，才能为“知识”转化为“经济”做出更全面的铺垫。


1.用户认知盈余的开发与供需匹配：知识生产的动力


目前知识付费平台一种常见模式是“大咖”课程模式，也就是请一些专家来分享某些领域的新知、新观点。这些“大咖”自带“流量”，可以为平台迅速积累人气。但是“大咖”们往往时间精力有限，其持续内容生产能否保障仍是一个挑战。此外，大咖更多的是满足用户的公共需求，但对于知识付费的用户来说，除了公共化需求外，还有很多个性化需求。就像在资讯生产领域一样，要满足个性化知识需求，UGC（用户生产内容）很重要，而这依赖于普通用户的资源特别是其认知盈余的开发。

那些还没有走上付费之路的知识共享平台，更是依赖普通用户的贡献，也是基于对用户认知盈余的开发。

克莱·舍基指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把自由时间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
[24]

 。尽管舍基的认知盈余概念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盈余，但这个词里还隐含着人们的其他盈余，如信息盈余、知识盈余等。

对于知识共享应用来说，用户的认知盈余是一个基础，也是其能量来源，这已成为共识。但这些盈余的发现、发掘，并不仅仅取决于用户本身，还取决于平台。

与金钱、物质的盈余不同的是，知识、信息等盈余有时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在知识共享社区里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社区里的知识，往往不像传统的知识载体（如书本）那样被逻辑地组织起来，而更多的是以分布式、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于用户身上，用户也未必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盈余。

知识共享社区更需要目标驱动，“目标”是碎片化知识集结与整合的逻辑，是认知盈余的“触发器”，而这依赖内容的组织结构和人的互动模式等平台机制。维基百科使用“词条”作为目标导引手段，而诸如知乎等社区的问答制度，是以他人提出的问题为目标。这两种机制都有助于调动用户的“认知储备”，甚至可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盈余，这是认知盈余开发的一种捷径。知识付费之所以在“问答”类的应用里更容易推广，也是因为其需求目标清晰。

要从知识共享上升为知识付费，则不仅要通过机制实现盈余的发掘，还需要为内容生产者的盈余找到出口，也就是在知识的供需双方建立起连接。从这个角度看，知识付费与共享经济有着很多的共通性。对于知识付费平台上来自用户的“盈余”，个性化分析与匹配是关键。“问答”类应用用“提问”和“回答”这样一种直接简单的机制解决了供需双方的匹配问题，但并非所有应用都适用这种模式。数据分析、智能分发，或许是解决供需连接的另一种方式。

作为知识消费者的用户的需求刺激，也会反过来推动知识生产者的盈余开发，除了通过数据分析来了解用户的需求外，还需要在心理层面调动用户对知识的渴求，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尽管用户的认知盈余促进了知识付费应用，但是，付费知识的生产者“盈余”的“续航”能力，也将是它们发展的核心瓶颈之一。很多付费知识的生产者在初期可能“能量满格”，但如果知识储备不足，或时间精力无法保障，“盈余”很快就会变成“透支”“亏损”，出现内容供给的枯竭。

业余的知识付费内容生产者部分走向职业化、团队化，或许是保持知识的持续生产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似乎背离了舍基的认知盈余的原有含义，但对于知识付费应用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必要的途径。

然而对于提供付费知识服务的平台来说，大多数内容生产者可能仍是非职业化的。要为这样的生产者注入持续动力，刺激知识生产者自身知识的升级，平台需要探寻一种“充电”机制，而在今天的知识付费平台上，这种机制仍是普遍缺乏的。


2.自组织、社区文化与社会资本：“知识共同体”生产的基础


用户的知识生产动力，不仅来自于他们的认知盈余，也来自他们对社区的关系需求、归属感及文化认同。知识付费平台运营的更高目标，应该是构建具有良好秩序、生态与文化的社区。

知识共享和知识付费社区的内在秩序的形成，往往依靠“自组织”机制，维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但自组织的形成不只是取决于用户的自发互动，它也需要平台制度的内在引导。有研究者利用网络分析等方法对知识共享社群进行研究发现，社群知识的组织结构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也在约束和引导着社群用户的认知偏好，社群知识在用户与知识之间周而复始的相互影响下实现着自我组织的功能。
[25]

 平台机制，如互动模式、内容的组织结构、平台的规则与激励制度等，都是知识共享社区自组织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元素，有些甚至是核心元素。这些也是知识付费应用开发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好的知识分享社区在自我进化过程中，也会形成社区的文化。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弗瑞（Dominique Foray）在指出知识的共享需要依赖社区规模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共享知识的明晰性外，还特别指出，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区文化。知识共享社区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社区中某些特殊的知识，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将社区团结在一起的文化。
[26]



社区文化能体现成员的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它们也会使成员产生更多的亲密感与认同感，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用户的黏性，更可以使用户从产品的被动使用者变为产品文化及社区文化的建设者。当成员的认同度和一致行动能力不断提高时，基于社区的知识共同体也可能会应运而生。成员不仅在享受知识共享的成果，也在享受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及其自豪感。这也可能带来基于集体创造（如众包）的新的知识产品。

知识共享社区的良性发展，也与社会资本有关。社区的公共社会资本与社区的文化在很多方面有交叉，但不完全等同。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Ismail Serogeldin）等人指出，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包括：共享信息、协调行动、集体决策。
[27]

 对于知识共享社区来说，这也应该是适用的。

研究者通常从三个维度分析社区中的社会资本：结构资本（即个体之间结构化连接的程度）、关系资本（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度与性质）、认知资本（共同的知识基础、术语及其表达方式等）。国内研究者周涛等基于这样的框架研究了知识付费社区用户中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的相互关系及对知识付费意向的影响。研究涉及的结构维变量包括社会交互连接的关系强度、交互的时间、频率等，关系维主要包括成员对社区的认同、信任等，认知维包括社区成员的共同愿景、共同语言（如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使用的行话、缩略语）等，研究发现社会交互连接、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显著影响认同，共同语言显著影响信任，社会交互连接、共同愿景和信任显著影响用户付费意向，其中信任的作用最大。社会交互连接和共同愿景对信任没有显著作用。共同语言和认同对用户付费意向没有显著作用。
[28]



尽管这一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验证，但这一研究对知识付费的平台经营者的启发意义是，知识付费产品要持久发展，需要重视社会资本因素的作用。增强成员间的连接强度与频率，营造社区成员的共同愿景，提供良好的信任机制，不仅可能有助于提高用户的付费意愿，也有助于社区共同体的营造。

除了社区的公共社会资本外，对于个体来说，个人声誉、信用、关系圈等，也是其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平台如果能在机制上促进个人社会资本的获得与累积，那么，个体参与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性也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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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为社群经济生产力的用户

第三章从网络共同体的角度对网络社群进行了基本界定，也指出，社群是比社区互动更紧密、成员的群体意识更强的一种共同体。本节将从社群经济视角进一步分析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基础及实现路径。

虽然目前社群经济并没有形成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从研究者的探讨和实践者的探索来看，人们普遍认同，社群经济既强调社群的集体力量，又强调这种集体力量的生产性，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社群经济的核心是具有生产力效力的集体行动力。这种生产力可表现为创造产品（实体产品或虚拟产品）、创造口碑和消费、创造文化等各个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节中所用的“生产力”这个提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而是指能够创造出价值的各种行为及能力，这时，消费也是一种生产，因为它为企业带来了价值。

面向社群经济目标的运营，也有可能使得社群本身变成“一种产品，它具有声誉、信任和传播影响力等无形价值，能够置换经济资本或创造出有形的经济价值”
[1]

 。这也是社群生产力的另一种表现。

早期的社群都是非营利性的，但社群经济恰恰是要将社群带向“营利性”目标。这也是网络与现实社会交融发展的结果。

《罗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认为，新媒体的本质就是社群。未来每个人都会摆脱工业时代给我们固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自由联合，形成社群。
[2]

 尽管这一说法有夸大社群价值的嫌疑，但其观点常给我们的启发是，新媒体时代会促进个体的自由联合，无论它是以社群的方式，还是共享经济中的点对点模式。而它们共同的基础是具有自主选择权的节点化的个体。

社群经济与共享经济虽然都有经济的目标与动因，但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共享经济主要是点对点的互动，而社群经济则强调群体互动。但在知识共享平台，这两者可能会融合。

一、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基本动力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社群经济的基础包括三个方面：（1）共同的目标，或者是纲领，通俗说叫调性。人群通过纲领、调性已经做了有效的区隔。（2）高效率的协同工具。微信、微博这些实时工具，使得协同变得非常容易。（3）一致行动。因为前面两个原因，一致行动变得比较容易，而这个一致行动也反过来促进了社群的稳固。这三个方面也是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里提到的协同三原则。
[3]



尽管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基础无疑是重要的，对社群经济的动力的认识，还需要扩展到更广的层面。

（一）利益驱动：集体利益与个体需求的双重满足

要将相对松散的社区变为社群，使社群力量转化为生产力，除了成员间兴趣、目标的趋同外，利益的驱动对于人群的集结和持续互动乃至集体行动，也是重要的。这种利益，既体现为共同目标下的集体利益，也体现为个体需求与私人利益。

从集体利益方面看，社群追逐的是整体的地位提升、社会资源获得，在这一前提下，其成员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与利益。一些具有生产能力的社群，还可以通过生产性行为，获得经济收益。

社群成员间的相互支持，资源互补，也可以实现集体与个体利益的双重收获。

此外，社群还需要为个体的自我需求的满足提供空间。

国内有研究者对网络社群成员所发的帖子进行分析，指出，网络品牌社群参与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功能性需求（信息、技术、财务等）、自我表现需求（认同、归属、分享）、社交需求（联系、娱乐、情感释放等）、尊重需求（权力、责任等）和自我实现需求。
[4]

 这个研究中的需求分层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研究表明，人们参与品牌营销类社群的动因，不仅仅是基于品牌的认同，其深层基础还是自我需求的满足。对于与社群经济相关的其他社群来说，也是如此。

总体来看，就像其他新媒体应用一样，社群对个体利益的满足主要包括信息、社交与情感、自我表达、娱乐、工具等方面。

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双重驱动下，社群成员会有更强的动力全方位贡献自己的能量，即进行智力、行动力、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投入。

（二）关系驱动：社群社会资本的生产

对于网络社群的经营价值的研究，并非近几年的事。20世纪90年代，由约翰·哈格尔三世（John HagelⅢ）和阿瑟·阿姆斯特朗（Arthur G.Armstrong）撰写、美国哈佛商学院出版的关于网络经营的《网络利益》一书，便深刻揭示了虚拟社会中增加利润的动力原理，说明了内容、成员关系、社群与交易这几者之间的价值链关系，如图4-1所示。

[image: ]
图4-1　虚拟社会中增加利润的原理



资料来源：哈格尔三世，阿姆斯特朗.网络利益：通过虚拟社会扩大市场.王国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55.

这个图中所示意的第一个圈虽然是“内容吸引力”，但这里所说的内容，并非网站自身生产的内容，而是成员（网民）所生产的内容，这种内容的目标首先是促进成员之间的关系，再通过这种关系去逐渐发展经营模式，提高营利能力。而整个链条的起点是“吸引更多的成员参加虚拟社会”，也就是为用户社群的孕育提供更好的土壤。这个图所传达的核心理念是，经营好社群，营造好关系，才能有更多营利机会。

这本书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但是今天来看，它所揭示的规律，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更迭而被动摇，反而被一次又一次的新技术热潮反复证明。

要实现从社群向社群经济的转化，社群的持续性、集体行动能力以及成员对社群的忠诚度等因素具有重要作用，而它们都依赖于成员间的关系驱动。

前文提到，研究者通常从三个维度分析社区中的社会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认知资本。这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的产生，都是基于成员间的关系，前两个维度，更是直接涉及成员间的关系模式与关系强度。关系对社会资本的高低会产生直接影响，而社会资本又会对社群的维系与集体行动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社群运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成员关系的维护与发展，提高社群整体的社会资本。

一般来说，网络社群以“无组织的组织”这样的自组织方式起步。当社群具有“生产力”的目标导向时，会自然形成分工合作，也会逐渐形成“中心”，无分工、无中心的自组织其运行效率可能较低，难以在复杂的情境下完成生产目标。这也意味着，社群经济的生产力目标，会促进社群的分工，使其组织结构逐渐复杂化。部分社群会向组织化方向发展。

有些社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等级分化。在任务多样、分工细致、强调集体意志和执行力的社群里，这样的等级分化可能更容易形成，人们不同的角色分工与付出的努力，会影响到他们在社群中的话语权。

因此，虽然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社群代表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科层制”和“市场”的关系结构，即超越了等级制的命令、遵从关系和市场式的交换、竞争关系模式
[5]

 ，但从实践来看，某些网络社群最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回归传统的组织模式。

无论是持续保持非科层化的自组织方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传统组织结构运作，要在社群中实现经济目标，都需要组织化机制的推动。

与在网络中自然生长的、非利益导向的社区或社群不同的是，社群经济视角下的社群，往往需要有一定的组织者，他们可能是企业等品牌方的代表，通过社群运营来实现营销目的，也可能是社群成员中自然产生的领导者，他们在社群的行动中扮演发起者、组织者的角色，他们也往往是社群内的权力高层。

（三）文化驱动：社群纽带的强化

认知资本是社群的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方面，而认知资本与社群文化相关。

对于社群来说，认知资本可以表现为社群共同的知识基础，在群体互动中形成的社群独有的“语言”或交流符号，以及社群的共同愿景等。不同社群中推动集体生产力形成的认知资本的要素或许不尽相同。

社群文化也会体现为社群的群体规范，这也是群体成员共同的行动指南。社群中的文化，还会在文化趣味、价值观、消费偏好等方面体现出来。

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基础与相似文化气质的社群，可以使得成员超越利益的需求，对社群产生更多的文化依赖与归属感。

二、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关键要素与基本逻辑

网络社群广泛存在，但并非所有社群最终都能达成社群经济的目标。要在社群中形成经济方面的生产力，需要很多基础性条件。这又可以分为社群基本要素、社群互动效果、社群行动等层面。

（一）社群基本要素层面

成员特质：社群成员个体的兴趣、行为特征、需求与动机等，会影响到社群的整体文化，也会影响到相关的营销或生产行为。社群经济的前提，是发现与生产目标相关的用户社区，或者通过新建社区将目标人群聚集在一起。

互动模式与程度：互动模式与程度不仅会影响到成员间互动的频率与质量，也会影响到成员的群体意识的形成。

成员关系模式：社群成员是以强关系为主还是弱关系为主，会影响到成员对群体的黏性程度，以及成员间相互影响的深度。这也会直接影响到社群的生产力。

信息结构：与多数社群相比，可发展为社群经济属性的社群，信息内容会更为集中，人们的互动会围绕一些主要线索展开。但除了品牌、产品、偶像等核心线索信息外，社群中的信息还与人们的自我形象展示、情感润滑、社群秩序维护等相关。好的信息结构应该兼顾成员的自我满足、社群建设与社群经济行为等不同方向的需求。

（二）社群互动效果层面

互动效果层面的因素既是社群内部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对社群整体的行动力与生产力起作用的变量。它们既影响到社群的稳定性，也会影响社群经济的具体模式。

个体需求满足：品牌社群要能持续并成功促成品牌营销，成员个体需求的满足仍是基础。这也意味着品牌社群本身也需要对用户产生多方面的价值，包括信息价值、社交价值、工具价值、社会资本价值、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价值、经济利益价值等。个体需求的满足，通常是成员对社群的承诺与忠诚度形成的重要基础。

社群认同与承诺：如前文指出，社群成员对社群的意识与忠诚度，体现为他们对社群的认同程度与承诺形式，根据以往对群体的研究，个体对群体的承诺可以体现为三个层面：情感性承诺（对群体怀有强烈信念和价值认定，愿意为群体的利益付出努力，看重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工具性承诺（在群体中是出于对个人投入等代价的计算，以及对自己从中获得的地位、利益等的考量）、规范性承诺（在“以符合群体目标和利益的方式来行动”的规范压力下对群体进行承诺）。不同的成员对于社群的认同与承诺方向不尽相同。

社群的社会资本：如上文所述，社群的社会资本可以从结构、关系、认知三个层面体现。社群的社会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群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以及对品牌的忠诚度。

KOL：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是在社群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能影响社群意见与行动的关键人物，对于社群营销来说，他们具有重要意义。近来，一个与此类似的概念也在出现，那就是KOC（Key Opinion Consumer，关键意见消费者）。这个概念更强调意见领袖的消费者属性，以及他们的“私域流量”作用，也就是在非公共空间里的影响力。虽然研究者会将KOL与KOC做区分，认为KOL比KOC更高一层，但两者界限未必那么清晰。在一些社群，KOC也可能会向KOL转化。KOL或KOC是社群互动的一种特殊效果。但并非所有社群都能产生KOL、KOC。

（三）社群行动层面

社群要实现经济层面的效应，需要引发社群成员的具体行为，主要包括：

口碑传播：成员主动为某些品牌或产品进行宣传、推广。

跟随购买：成员在社群氛围或意见领袖等影响下，跟进购买某些产品。

参与生产：在一些需要成员参与的生产（包括内容生产）活动中，愿意加入，有所贡献。

文化建设：社群成员参与到企业或产品的文化建设中，成为品牌文化的贡献者。

在这些行动的基础上，可以形成社群经济的几种基本模式，主要包括：品牌营销、粉丝经济、协同生产等。

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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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关键要素



对于不同方向的社群经济模式来说，社群互动效果层面的相关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同。例如，对社群的协同生产和粉丝经济来说，个体需求满足、社群认同与承诺、社群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但在社群认同与承诺的取向下，两者也会有所差异，协同生产更多的是工具性承诺和规范性承诺取向，而粉丝经济更多的是基于情感性承诺。而对于品牌营销，KOL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社群经济的运营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目标和模式，重点推进某些方面的互动。

下文将基于以上框架，对三个方向下社群经济实现的具体路径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社群经济的几种主要模式

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转化，主要依靠生产性行为。这种生产可以是产品的创造，可以是品牌与口碑的创造及其带来的产品销售，也可以是文化的创造。下列三种不同的社群经济模式，以不同的生产导向为前提，激发了用户不同的生产动力与能力。

（一）社群与品牌营销

品牌社群的概念由穆尼茨（Muniz）等首次提出，是指建立在使用某一品牌的消费者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之上的、不受地域限制的消费者群体，它具有类似于传统社区的3个基本特征，即共同意识、仪式及惯例和基于伦理的责任感。
[6]

 虽然传统的品牌社群不受地域限制，但在网络营销中，品牌社群往往是以某个特定的社区为基础的。


1.品牌社群中与品牌营销相关的因素及其关系


前文提出了从社群互动到社群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品牌社群的运营及研究，也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国内相关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品牌社群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品牌营销效果的影响。

几位台湾地区的学者做的一个小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虚拟品牌社群成员的自我彰显、自我超越与自我呈现等个人特质对于品牌社群承诺有着正向的影响。
[7]

 虽然其结果的普适性还有待观察，但个体的动机及其满足对于成员在品牌社群中的参与以及社群承诺，的确是品牌社群运营中值得关注的。

社群对个体的价值满足与品牌营销的效果也具有相关性。这一方向下的研究认为，虚拟品牌社群的社交价值、信息价值和娱乐价值对于社群成员社群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具有积极的作用，财务价值、社交价值、信息价值和娱乐价值能提升社群成员的社群忠诚度，社群意识较强的成员对社群比较忠诚，具有保护品牌声誉的积极意向，同时他们对于竞争品牌也会表现出较高的抵制倾向。
[8]



有研究者对在线品牌社群成员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数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发现是，弱关系数量不会增强品牌社群信息价值和社群社交价值，强关系数量则对两种社群价值都有促进作用。品牌社群信息价值只能促进持续性社群承诺，而品牌社群社交价值会促进持续性社群承诺、情感性社群承诺和规范性社群承诺；情感性社群承诺和持续性社群承诺都会促进品牌忠诚，规范性社群承诺则不能。
[9]



对于社群的群体认同对品牌营销的作用，有研究指出，品牌认同和群体认同对品牌忠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品牌认同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群体认同的影响程度。
[10]

 研究提示我们，既需要通过社群运营提高成员的社群认同度，以促进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但也不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社群运营上，在产品的直接体验基础上形成的成员对品牌自身的认同度，仍然是关键。

另有实证研究指出，品牌社群中的网络密度可以直接影响反向忠诚（对竞争品牌的负面口碑），信任互惠、共同认知都通过社群认同间接影响一般忠诚与反向忠诚
[11]

 。

这些研究虽然都只是小范围的实证研究，其具体结论不一定可以推广到所有品牌社群，但是，这些研究中所涉及的影响品牌社群与品牌营销效果的变量，都是实际存在的影响因素，它们具体起作用的方式及效果，未必如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那么简单。社群运营的策略，或许会改变一些因素的作用结果。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值得关注。


2.品牌社群中的KOL与“信任代理”


品牌营销，往往需要借助一些不同层级的关键人物，在营销领域他们也被称为KOL或KOC。

过去的品牌营销所寻找的意见领袖往往是明星，一般通过明星代言的方式来带动营销。但明星代言往往投入巨大，且有一定风险。除了明星的粉丝群体外，一般用户对明星也会产生审美疲劳，连带对其代言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在网络营销中，明星代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失效，但更多时候，需要利用一些新的意见领袖。来自社群中的KOL或KOC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KOL、KOC或者借助自己既有的社会地位、名声，或者利用自己在网络中的努力，赢得话语权。他们往往还有自己在某些专业领域的信息或知识方面的优势，这也是他们胜过明星的地方。

而在国外的研究中，“信任代理”这一概念，从信任这一角度，进一步分析了KOL的形成基础。

“信任代理”是美国研究者克里斯·布洛根（Chris Brogan）和朱利恩·史密斯（Julien Smith）在《信任代理》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他们认为：“信任代理是一些不以销售为目的、不施展高压手段的市场营销人员。他们是网络王国的土著居民，利用网络来真诚而人性化地做生意。”
[12]

 但这里所说的不以销售为目的，并非意味着他们没有商业的目的，而是指他们不是急于求得当下的销售业绩，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过程，去进行长远的商业价值的培养与发掘。在很多品牌营销的社群中，也有信任代理这样的角色。

要通过信任代理的影响力来进行营销，除了要赢得话语权外，还需要赢得他人的信任，而这需要另外一些因素的支持。

学者大卫·梅斯特（David Maister）等人在《可信赖的顾问》（Trusted Advise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信任力的影响因素公式
[13]

 ：

T（Trust：信任）=C（Credibility：可信度）×R（Reliability：可靠度）×I（Intimacy：亲密度）÷S（self-orientation：自我意识导向）

如果放到社群的情境下，这一公式的含义即是，信任度与某个成员发布的内容的可信性、其个人一贯信誉的可靠度、其分享的有亲密度的内容的数量成正比，而与其发布的含有过强自我意识的内容数量成反比。因此，信任代理的形成，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付出、长期的积累过程。

信任代理用自己赢得的信任感为企业或产品的“信任感”“背书”。在信任感上形成的影响力，比普通网民传递的口碑影响力更为强大、持续。


3.品牌营销与群体氛围、成员心理


社群里的品牌营销，不仅需要KOL或KOC的振臂一呼，也需要社群整体氛围的呼应。群体情境、群体心理会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动。

营销很大程度上是对人们某些心理的激发，基于群体的营销尤其会激起人们怕被群体抛下、怕吃亏、怕错过好机会等心理。因此，社群营销不仅仅要突出KOL、KOC，更需要研究和激发每个成员的相应心理。

（二）粉丝经济

研究者对于粉丝经济是否属于社群经济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社群经济以社群成员之间的横向交流为纽带，通过对社群的服务与创造社群价值获得经济效益，这显著区别于粉丝经济通过粉丝对品牌主体的向心性依托而获得经营性收益的做法，因此，粉丝经济并不属于社群经济
[14]

 ，但更多的研究者把粉丝作为一种特殊的社群，在社群经济这一前提下来研究粉丝经济。

与其他社群经济模式不太一样的是，粉丝经济更倚重粉丝成员及社群的情感因素。有研究者认为，粉丝经济是生产者对消费者情感、记忆和认同的收编和商品化。
[15]

 粉丝经济中的情感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粉丝对明星偶像或网红这样的个体的情感，第二类是粉丝对品牌或产品的情感，第三类是粉丝的创作或生产热情。三种感情也会带来不同的粉丝经济方向。


1.依赖个体号召力的粉丝经济


基于明星的魅力形成的粉丝经济，虽然粉丝是属于明星而非产品的，但粉丝对其“爱豆”容易形成“脑残”式的死忠，他们对明星的情感也需要通过购买明星代言或推销的产品来佐证，因此，多数时候通过明星的号召力来做营销会快速起效。这时，营销的风险更多来自明星本人的不确定性。

在这类的粉丝经济中，社群主要扮演着粉丝群体的组织、行动动员等角色。前面章节提到的饭圈，正是这样的代表。

近年来，“网红”也开始成为粉丝的收割者与粉丝经济的受益者。他们虽然是基于各种因素走红，但其走红的背后，都是网民的一次集体选择，他们的出现，能反映网民的阶段性心理，与明星相比，网红离普通网民更近，因此，网红更容易对普通人形成影响力，特别是“带货能力”。但网红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红得很快，可能“凉”得也快。依靠网红的营销，风险也较大。


2.以品牌为核心的粉丝经济


粉丝对品牌或产品的情感，多数时候需要培育，这也正是社群的价值所在。这种情感的产生，除了品牌或产品本身性能的特点外，也会与人们对于品牌或产品的标签的认同相关，而这背后也隐含着人们对自己的社会或文化定位。例如“果粉”（苹果手机的粉丝）看重的是苹果的时尚标签，因此，在相关社群内的信息发布与互动，需要更多地制造与强调品牌的标签特征。

要进一步拉近粉丝与品牌或产品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要利用粉丝的情感来进行产品销售，更需要依靠粉丝力量完成“产品文化”的塑造与传播，使粉丝与品牌形成共生共荣的关系。

在以往粉丝与品牌的关系中，粉丝属于从属的地位，他们更多地只能仰望、膜拜，不假思索地追捧，但对于产品的开发与走向，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今天的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可以赋予他们参与到产品创造与推广过程的权利，而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到产品文化的塑造与传播过程中。

小米公司及其产品的发展过程，就体现了粉丝参与产品文化塑造的过程。业界评论者往往将小米的成功归结于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小米创始人雷军认为，互联网思维很实在，原来厂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买和卖，小米则加上了情感因素与互动关系。小米不是做产品，小米是做用户，做社交网络。
[16]



小米的做用户、做社交网络，也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粉丝的归属感与参与感，例如，在微博上和米粉们积极互动、让粉丝参与MIUI设计改进，生产各种与“MI”主题相关的T恤，使米粉拥有了主人的感觉，他们也成为小米文化的一部分。

小米等企业的实践启发我们，在企业聚集粉丝力量、推动粉丝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粉丝也会成为产品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产品文化传递的中介者。这样一种凝聚着产品文化的力量，比简单的口碑力量更为强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以文化生产为主的粉丝经济


粉丝经济的另一层含义，是依赖粉丝的创作力进行文化内容或产品的生产。

亚文化的社群，酝酿着巨大的生产力。同人创作便是亚文化社群中常见的一种生产行为，同人创作指某些作品的同好者（同人）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活动。虽然同人创作本身并不以商业性为目的，但它们也具有向经济生产力转化的可能。

在同人创作中，社群扮演着重要角色，同好者的彼此发现与集结，基于共同文化趣味的交流，同人作品的切磋，都离不开社群。

但对于这些产销一体的粉丝来说，他们自身虽然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也实现了自己表达欲、创作欲的释放，但如不少研究者担忧的，粉丝劳动也会被资本力量剥削。粉丝积极、主动、自愿、无偿地投入文本创作中，这正是资本所需要的，他们的“主体性”被资本征用。
[17]

 尽管也有少数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利，但对多数人来说，仍是被无偿利用的。

与粉丝经济相关的另一种文化性生产，是IP开发。IP（Intellectual Property）本意指知识产权，但近年来，在新媒体经济的语境下，它更多时候被视为“基于一定受众基础的、可跨媒介平台进行不同形式开发的优质内容版权”
[18]

 。IP开发，也就是某一形态的作品向其他形态作品的延伸开发。其中，网络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尤为常见。一部作品之所以能进行跨平台的开发，其基础往往是作品具有足够数量的粉丝。

虽然多数网民的创作一开始是非营利性的，但在粉丝经济大旗的鼓动下，在看到一些创作者成功地实现IP转化一夜成名或暴富后，创作者未必都能淡定地推开商业的诱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完全为经济动因而创作。

（三）社群协同生产

协同生产是目前人们关注相对较少的一种社群经济模式，但从长远来看，这或许是社群经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在共享经济平台，特别是知识社区里，普遍存在着协同生产思维，只是目前的知识共享社群，更多的是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要，较少有同一任务下多人的协同生产。但以往出现的“众包”这样的概念，则是以此为目标的。

而未来的社群协同生产，或许还不只是内容生产的众包，还有可能走向更多实体内容的生产。这样的社群也会超出现在的社群定位，成为某种生产性“组织”。如同共享经济一样，未来社群经济也可能会对现有的一些企业性质的组织形成冲击。社群协同生产，不仅仅是激发了新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组织”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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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作为场景经济服务对象的用户

虽然场景经济作为一个概念还不成熟，但是在移动平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场景思维以及基于场景的产品，意味着场景对于移动时代的经营模式与经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场景的经济模式开发，也将是未来的一种必然趋势。

场景经济是以场景为出发点来理解用户的行为及需求，这也意味着节点化用户被得到高度重视，而其前提是，在移动技术的支持下，作为节点的个体所处的场景，有了被认识、被量化的可能。

一、场景：一种理解用户行为模式的框架

对于场景与传播的关系，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有过系统的研究。他研究的主要是媒体视角下社会场景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

梅罗维茨从戈夫曼关于社会互动中的表演与场景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并进一步延伸了对场景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每一个特定的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每一种场景定义也为不同的参与者规定和排除了不同的角色，场景与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匹配关系。因此，人们在进行交往时，需要知道场景的定义。
[1]

 他还认为，虽然场景通常是根据有形的地点中的行为来定义的，但场景更需要被视作一种信息系统来看待，即将它看作人们接触他人或社会信息的某种模式
[2]

 ，他更关注的是，电子媒介（如电视）的出现，是如何改变社会场景与原有的物质地点间的关联性，以及社会场景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例如，电子媒介带来的公共场景的融合、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以及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等。
[3]



虽然今天关于移动传播的场景的研究中，人们对社会场景与社会角色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但梅罗维茨的研究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重要思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场景，都可以视为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及逻辑的一种框架。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表现、需求，往往有着一些基本模式。这些模式既包含了社会规范的约束，也是社会习俗的长期作用和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学习的结果。因此，场景的研究，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的研究，更是社会关系与互动模式的研究。

梅罗维茨认为，电视这样的电子媒介对印刷媒介使用的一个场景的改变，是将个人化的分隔的场景变成了共享的场景
[4]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今天的新媒体特别是移动媒体再次带来了分隔的场景。而在电视媒介影响下原有固定关系被逐步拆散的物理空间与社会场景，也在移动时代具有了重新组合的可能，虽然新的关系未必是旧有关系的复制。

移动时代将“场景”概念从社会场景延展到了更广阔的场景。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参照梅罗维茨的“信息系统”的思路，但现在的场景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更涵盖了人与内容、人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模式。个体化的用户作为连接终端、人、内容、服务的节点，带来了一个更复杂的信息系统。

无论是戈夫曼的研究，还是梅罗维茨的研究，都关注社会场景对个体的约束，以及人在社会场景中的被动的反应模式，但今天，当人们提出场景思维时，目标却是为了使场景中的个体得到更多个性化满足。

二、场景要素的量化：场景经济的前提

从早期关于社会场景的研究，到今天将场景变成一种服务思维，甚至是经济模式，这与技术的变革相关。

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所著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指出了与场景时代相关的五个要素：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他们把这五种要素称为“场景五力”，并认为：“五种原力正在改变你作为消费者、患者、观众或者在线旅行者的体验。它们同样改变着大大小小的企业。”
[5]

 这些新的技术之所以推动了场景这个要素在经济中的应用，是因为，它们将以往抽象的场景变成了今天具体的、可测量的场景，成为了移动服务中可以直接应用的各种“变量”。

但今天人们对于场景的界定也并没有达成一致，有些关于场景的界定仍然是含糊、抽象的。本书认为，从移动时代的技术特征与场景经济的目标来看，在界定中需要突出场景的构成要素，特别是可以量化的要素，因此在此将场景界定为：由时空环境、个体特征和社交氛围等方面的要素共同构成的一整套服务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英文的标题是“Age of Context”。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场景”一词，更多地对应的是英文“context”一词，而context也可以译成“情境”。“场景”和“情境”在中文里的含义有些许差异。场景更偏向于空间环境，而情境更多的指行为情景或心理氛围。两者都会决定人们的行为特点与需求特征。当然，广义的场景也可以包含情境，因此，在本节中用场景一词来同时涵盖基于空间和基于行为与心理的环境氛围。

（一）共性化场景与个性化场景：场景应用的两个层面

明晰场景的相关要素，才能将场景变成可操作的用户分析的变量，而这需要区分共性化场景与个性化场景这两个场景应用的层面。

共性化场景研究的是在某一特定场景下用户的共性需求与行为特征。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空间与环境、时间、用户实时状态。

而个性化场景，则需要考虑在每一个具定的情境中用户个体的即时处境及需求。构成个性化场景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社交氛围。在个性化场景的分析中，时间要素需要转化为用户的实时状态与需求，才能为相关服务提供更精准的指导。

对于用户所处的场景的分析，既需要考虑共性化场景的因素，又需要考虑个性化场景因素。

（二）场景的构成要素

下文将综合共性化场景和个性化场景两个层面，对构成场景的主要要素进行分析。


1.空间与环境


在此将空间与环境并列起来，是表明，场景不仅仅是一种空间位置指向，也包含着与特定空间或行为相关的环境特征，以及在此环境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及互动模式，空间与环境不等同，但又不可分割，所以需要把它们当作一个要素来看待。它与人们的生活惯性这个变量密切相关，在很多时候，也与一定的时间相关联。

从空间与环境这个变量来看，人们使用移动媒体的场景又分两种：固定场景与移动场景。

固定场景指的是人们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所处的空间环境，是与人们日常活动规律相关联的环境，通常它们与人们的关系是稳定的，可以视作一个“常量”。

在家庭中，在以PC电脑为上网终端的时代，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固定场景主要局限于书房和客厅这样的公共空间，而移动时代，固定场景在向卧室、卫生间这样的私密空间延伸。卧室（床上）这样的空间，也对应着一定的时间上的特点，它更偏向于夜间，而相比其他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具有更大的可伸缩性。

同时，吃饭（餐桌）这样过去很少被电脑终端“侵入”的场景，在今天，已经受到移动终端的普遍干扰。

移动终端在改变着家庭中的媒体使用场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干扰因素正在增多。如何针对家庭这样的场景开发新功能，弥合正在产生断裂的家庭成员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互动，应该是未来移动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学校或单位，过去使用互联网的场景往往是休息时，而在今天，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经打破了工作与学习场景中本应具有的“封闭性”与“专注性”，使得工作、学习与休息、娱乐这几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这也加剧了移动信息消费的碎片化特征。

移动场景指的是人们活动中不断遭遇的环境，是一个“变量”。对于每一个特定用户来说，移动场景意味着快速切换的时空，而每一种场景会带来不同的需求。

但换一个角度看，商场、旅馆、餐厅、图书馆、公交等这些人们在移动状态下遭遇的场景，也是一种固定场景。它们本身的氛围是稳定的，用户在这些空间里的行为也较为稳定。因此，多数情况下移动场景分析实际上是要分析与用户的移动轨迹相交的固定场景的使用。

在移动场景的分析与应用方面，目前我们的关注重点是用户此时此地的位置及其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移动场景的分析与应用需要涉及三个阶段。除了此时此地外，还可以向“此前彼处”和“此后彼处”两个不同的时空延伸，如图4-3所示。

分析用户从何处到达此处，可以更好地理解用户在此时此地的行为的目的及可能的特点。例如，一个用户在逛商场时顺带去看一下旁边的书店，与他从很远之外的家特意到某个书店，两者有本质的差异。顺带逛书店，意味着他在书店停留的时间可能是短暂的，对书的浏览可能是漫不经心的，要想留住他，需要诱导出更多的需求，打折信息、营业员的推荐、排行榜等信息的推送，对于需求的诱导，可能会产生作用。而特意来书店的用户，往往是对书店有着明确的需求，可能是为了购买特定的书，也可能是为了感受书店的氛围。这时需要注重的主要不是对其需求的诱导，而是对现有需求的更好满足。

另一方面，在满足了用户此时此地的需求后，如果能够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并提供相应服务，或者通过理解他们此时的行为而诱导他们的未来需求与行为方向，也可以产生新的产品空间。

例如，对于在书店的顾客，是引导他们去看一部与热门小说有关的电影，还是引导他们去附近的餐馆就餐，这都是在移动场景的分析中可以涉及的。

[image: ]
图4-3　移动场景分析与应用的三个阶段



对于此时、此前、此后这三个时段的场景和情境分析，显然是需要LBS、各种传感器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思维移植到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中，在网上，人们从哪里来、现在哪里、要去哪里，同样也可以用场景的思路来进行分析与诱导。


2.时间


对于共性化的场景分析来说，时间坐标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可以是一年中轮回的四季、周而复始的节假日，也可以是一周、一天这样的时间轴。不同时间点，人们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需求。上下班时间与工作时间显然会对应不同的场景，开始新一周工作的周一早上与即将迎来休息的周五下午，也会有不同的场景特征。而不同季节、不同的节日也都会有不同的行为与需求。


3.用户实时状态


对个性化场景分析而言，基于时间轴的行为共性虽然需要参考，但重点还需要分析用户的实时状态，包括用户在此时此地的各种身体、行为、需求等数据，它们既可能基于用户以往的惯性，也可能具有偶然性、特发性。

无论是在固定场景还是移动场景中，人们的实时状态，都会与空间因素共同作用。仅仅只注意空间要素而忽略个体的实际状态，很难实现真正的个性化服务。

用户的实时状态，不仅仅表现为他们自身的数据，也表现为他们所感兴趣的环境信息，一个人周围环境的信息往往是丰富的，但任何人都只会捕捉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为己所用，他们究竟抓取的是哪些信息，这也是理解他们此时此地行为的一个关键。

对每一个用户实时状态的分析，在过去是难以实现的，而今天，可穿戴设备的出现，使得这个维度的数据采集与实时加工开始变得可能。

2014年百度发布的可穿戴设备百度眼（BaiduEye），正是试图定位于某些特定空间中的信息采集和个性化服务，如商场、博物馆等。当人们身在博物馆时，他们感兴趣的展品与其视线相关，百度眼了解了用户感兴趣的展品后，可以自动获取与这些展品相关的信息并通过语音传送给用户。

对于用户实时状态的分析，并不仅仅依赖用户身上的移动设备，固定设备也可以成为监测移动状态下的用户的手段。

例如，阿根廷公司Shopperception已经在一些沃尔玛超市进行了这样的试验，在天花板上安装带立体传感器的面板，这些传感器可以了解到顾客查看了哪些商品，在哪些地方停留，把哪些商品放进了购物车以及所花的时间等。
[6]



英特尔推出的环境感知营销解决方案，则把用户实时数据的采集推向了进一步的应用层面。它制作的动态数字广告牌可以根据观众的年龄和性别动态变更所展示的广告内容，当一位消费者路过基于英特尔酷睿处理器的数字广告牌时，英特尔广告框架技术可分析包括天气、社交媒体和顾客手机在内的信息，调整内容和用户界面，使其与受众更相关、更个性化。
[7]



上面这些探索也意味着，对用户的实时状态的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还可以集合起来，变成对用户群体的分析的依据。例如，当一个超市内所有顾客的路线移动、视线移动等数据被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超市理解顾客在超市活动的一般规律，了解到哪些商品受到过顾客的关注，也可以将这样的观察聚焦于某一个特定区域，研究特定品牌产品受到关注的程度。

因此，对于场景中的用户状态的分析，不仅可以理解此时此地的个别用户，还可以成为研究用户群体的一种新手段。


4.用户生活惯性


人们在各种场景下的需求与行为模式，常常会带着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打着惯性的烙印，惯性是理解他们行为走向的基本依据，因此，个性化场景的分析，往往也要结合用户以往的习惯。

例如，当一个平台向用户推送各类餐馆信息时，需要考虑他以往的消费偏好，如果了解到某个用户是回民的话，那么，给他推送的信息应该将那些不适合他的餐馆信息过滤掉。

数字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惯性越来越多地被以数据的方式收集，通过数据库的方式存储，场景分析的目标，是将某一个对象识别出来并与其数据库进行匹配，而对于用户的识别、匹配，也有赖于可穿戴设备。

2014年初，英国维珍航空公司展开了一项以谷歌眼镜和索尼智能手表等为助手的服务试验。利用这两种设备，维珍航空人员可以实时识别出头等舱旅客，并获取他们的信息，包括饮食偏好、上次出行信息、最终目的地等，以提供及时的个性化服务。

虽然这样的试验或许并没有成功，但这样的思维或许会在未来以其他方式普及。


5.社交氛围


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中，两位作者将社交媒体也作为场景时代的一个重要元素，并指出，正是通过在线交谈，我们明确了自己的喜好、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所寻求的目标。随着社交媒体与其他四种技术的结合，它将成为极富个性化内容的源泉。这些内容使得技术可以理解你是谁、你正在做什么以及你接下来可能做什么等场景。
[8]

 社交氛围对于人们的活动（包括空间的变化方向）的确是有影响的，而且在人们被社交媒体包围的今天，其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对于社交媒体中用户及其相关者的数据的分析，可以为场景分析提供另一个维度的支持。

而梅罗维茨的研究，早已深入阐释了社交互动模式与场景的关系，这也可以为我们理解与开发移动服务提供参照。

三、场景适配：移动服务的核心目标

场景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要提供特定场景下的适配信息或服务。适配意味着，不仅仅要理解特定场景中的用户，还要能够迅速地找到与他们需求相适应的内容或服务，并以合适的渠道与形式推送给他们。

基于地理位置的信息推送，今天开始在商业应用中推广，例如针对附近的移动用户推送各类商业信息。但在新闻类应用中，它的应用还有限，但一些探索思路正初现端倪。

BreakingNews.com在其客户端的每篇新闻报道中嵌入了具体的地理位置信息，同时，该应用可以通过GPS找到用户所在的位置，把新闻推送给特定区域的用户。
[9]

 虽然这样的探索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是，对于一些与位置关联度很高的信息（如突发的自然灾害、交通事故、道路拥堵等）来说，这样的场景化匹配是必要的。

从信息推送的角度看，适配不仅意味着内容与场景的匹配，也意味着表现形式与特定场景下的阅读需求相适应。

用户在移动场景中活动的特点是，时间的碎片化、情境和空间的快速切换。这样的特点，对于社交与娱乐来说，也许不会是太大的障碍，对新闻阅读而言，却会带来影响。人们对于长篇的、深度的内容的阅读需求虽然仍在，但是，时空的碎片化，使得人们难以保持一个封闭的、持续静态的阅读过程。移动媒体的表现形式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才能与移动阅读的时空或特定的场景相匹配。

因此，场景思维不仅与场景经济相关，也与移动时代的传播相关。对于移动时代的媒体来说，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在传播中需要考虑的另一种核心要素。

服务适配比信息适配的范围更广，手段更多样，满足的需求更多元。服务适配可以只是针对用户的某个特定活动提供单一化的服务，也可以通过了解他的行为逻辑与习惯来提供综合性的配套服务。

打车类应用，是目前对于场景的理解与应用做得较为到位的移动服务的代表，也是个性化场景满足的代表。通过GPS等定位系统获得用户的实时位置，通过用户自己的设定或打车历史记录来推测用户的目的地，再通过位置来匹配最合适的司机，都体现了场景要素的应用。而随着这一应用的普及，司机和乘客两个方向的安全保障的需求也变得突出，分享行程、一键报警等功能的推出，也是对新需求的回应。未来在这一应用中可能还会出现向乘客推送沿途相关资讯，推荐目的地附近的购物、餐饮、娱乐设施等信息的功能。

而地图类应用，也是典型的场景类应用，从早期主要满足用户搜索地点与路线的需要，发展到今天整合了打车类应用、实时公交动态、餐厅点评、旅馆预订、景点门票预订等多种与位置相关的服务，体现了场景应用的拓展。

服务适配，与O2O（线上-线下服务）有着密切关联。尽管并非所有移动服务的提供都一定要伴随着线下的活动，但通过各种智能设备理解人们在线下的行为，将线上与线下的服务结合起来，将是未来移动服务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样的服务适配的推动下，线上与线下空间融为一体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对于服务类应用，形式的适配的目标，是更为便捷、人性化的操作。多数时候“一指搞定”是理想的境界。某些场景下，语音操作也是必要的。多数服务类应用都涉及支付，所以支付形式的优化及安全性的保障，更为关键。

从场景适配的对象范围来看，又可以分为标准化适配和个性化适配两个层面。标准化适配，是对共性的理解与满足，即针对用户群体在一个特定场景中的普遍性、一般性需求，进行信息、服务等的提供，使不同的用户都可以获得这一场景中的基本满足。而个性化适配，则意味着对前文所说的个性化场景要素的充分理解及相关数据的获取与应用。

场景的适配可以是迎合性的，也可以是诱导性的。诱导性的适配意味着对人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需求的挖掘。当然，这种挖掘与诱导的分寸把握是十分重要的。过犹不及。

四、场景：移动平台的新入口

移动平台往往集内容、关系与服务为一体，移动平台需要完成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形成与组织。

之所以提出“流”这个说法，是要强调，信息、关系、服务是活性的，它们会在各种渠道不断流动，最终按照某种逻辑结构在一些平台上汇聚、结合，它们流动的路径以及结合的逻辑（“流”的结构），决定了流的能量大小，以及用户发现它们的概率和利用它们的程度。有助于强势的“流”形成的平台，也就具有成为“入口”的潜力。

当越来越多的信息与服务依赖场景这一变量时，场景本身，可以成为信息组织、关系组织与服务组织的核心逻辑，可以成为信息-关系-服务等几者连接的纽带，进一步，场景本身可能成为移动平台的新入口。

从网络信息的组织模式来看，门户时代已经锤炼出一套成熟的“话题信息流”组织模式，即围绕话题的关系来进行内容组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兴起后，以关系为纽带产生的“关系信息流”和以时间为线索组织的“时间信息流”模式也日渐普及。

对于移动平台来说，另一种信息流正在出现，那就是“空间信息流”，即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产生或者与某一特定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的汇聚。

空间信息流应该如何组织，空间信息流如何与其他三种信息流更好地整合，仍是一个新的课题。理解信息流的新模式，特别是空间信息流的影响，是寻找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内容架构方向的起点。这方面的一个新入口或将是地图。今天的地图类应用已经在与一些社交平台、服务平台整合，新闻客户端如何与地图更好结合，也是未来移动媒体产品设计与内容组织时需要思考的一个新的方向。

除了地图这样的空间呈现手段外，其他与场景有关的应用，也都可以考虑如何成为汇聚信息流的新手段。

场景也会成为关系流的一个新入口。今天的社交平台，多是以人们的现实关系为逻辑来组织的，但是，在很多社交应用中，已经出现了以空间或其他场景要素为基础建构社交关系的功能，陌陌等移动社交产品，更是把空间这个要素发挥到极致。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社交产品，继续发挥“场景”思维，通过场景来聚合人们的社交行为与社交关系。

基于空间的服务在移动端的服务类应用中已经不少，打车类应用其服务完全是建立在空间这个参数基础上的，未来在电子商务、在线医疗等领域，也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以场景为基础的服务。

但今天基于场景的服务更多的是分而治之的、割裂的。因此，任何一个应用都很难称为“服务流”的入口。如果可以将与某一场景有关的一整套服务整合在一起，那么，场景的入口作用将更为显著。

今天有一种说法，移动互联网更倚重场景而非入口，但把场景与入口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对场景的把控，其实也可以转化为对入口的把控。当然，场景要成为新的入口，产品的设计思维与组织方式也许与今天的产品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今天我们讨论场景的意义时，更多的是试图把场景的分析作为设计新产品、提升服务质量的依据。但应该看到的是，移动传播带来的信息消费场景或社交场景的变化，并非都是在向着更人性、更友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它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人的良好天性，破坏人与环境（空间的或人际的）的友好关系，因此，对于场景的开发与应用，也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与节制。未来的移动服务提供商，未必是要将自己侵入到每一个场景中。某些时候，场景分析的目标也许并非是渗透，而是“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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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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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矛盾的新媒体用户

新媒体用户的行为并非单一的、恒定的，他们常常会表现出矛盾的两面性，理解这种两面性，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用户，以及新媒体对人带来的深层影响。


第一节　个性化还是社会化？

在本节中所讨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主要是在用户的信息消费这一语境下。

个性化一词在近些年越来越流行，常常与网络信息的精准推送相关。但个性化并不是网络用户信息消费的唯一取向，人们的网络信息消费行为，也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日益被“社会化”。

一、信息消费的个性化趋向及其支持机制

在传统媒体中，受众的概念指的是“较大数量的”“异质的”传播对象，即传统媒体的传播对象是“不定量的多数”。传统媒体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来研究自己的受众定位，并采取相应的传播与服务策略的。

网络技术使受众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有了意义。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1]

 。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点对面”的，个体只是作为受众中的一员存在，任何一个传媒组织都不会针对某人的特别需求来进行传播。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的个别需求是通过受众自己在“大众化”的信息产品中进行挑选而得以部分满足。而网络却使“点对点”传播成为可能，也就是网络能够为个体“量身定做”，提供他所需要的有关信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性化”服务。

网络用户获得的个性化信息，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向：

其一，网站或客户端服务的提供者通过技术了解个体用户的需求偏好及行为特点，为他们推送符合其需求的信息，这其中，移动终端、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在这个方向上，未来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将达到什么境界？尼葛洛庞帝对此进行的理想化的设想，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参照：

假如有家报业公司愿意让所有采编人员都按照你的吩咐来编一份报纸，又会是什么情景呢？这份报纸将综合了要闻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消息，这些消息可能和你认识的人或你明天要见的人有关，或是关于你即将要去和刚刚离开的地方，也可能报道你熟悉的公司。……你可以称它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
[2]



数字化的生活将改变新闻选择的经济模式，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来的界面代理人可以阅读地球上每一种报纸、每一家通讯社的消息，掌握所有广播电视的内容，然后把资料组合成个人化的摘要。这种报纸每天只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
[3]



当然，完全实现《我的日报》，目前在技术与成本上还有一定障碍。但今天的算法技术，已经让用户离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近。

其二，通过社会化媒体中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他人的筛选，来获得个性化信息满足。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信息过滤器的角色，可以帮助用户减少获得信息的成本。个体设置的信息源，往往也与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相关。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方式也可以帮助用户获得个性化信息。

虽然个性化被视作信息传播的一个必然趋向，但它带来的问题也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过分个性化的服务，可能会使用户只是局限在个人的偏好里，当用户都沉浸于个性化信息满足时，社会的共同话题会减少，社会整合会出现一些障碍。前面也多次提到了“信息茧房”等现象引起的人们的担忧。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也都确实存在。但也应该看到，个体获得信息的渠道并非只有一条，某个方向上获得的信息的狭窄，未必一定会造成他整体视野的狭窄。对其形成影响的主要是前文提到的用户自己编织的信息网络，即由各类信息分发渠道构成的整体结构，如果一个人所有的信息渠道都是个性化的，那么信息“偏食”的效应可能就会明显，如果在个性化信息渠道之外，他还有获得公共性信息的渠道，那么相对而言，陷入茧房的可能性也会小一些。

因此，对信息的分发者而言，在提供个性化满足的同时，也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性信息供给，维持个性化与公共性信息之间的平衡。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也指出，在提供极端个性化的“我的日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公共性的“我们的日报”。
[4]



二、信息消费的社会化的加剧

虽然网络赋予了用户表达与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可能性，但网络带来的连接却可能使用户在某些方向上受到更多的来自他人和群体的影响，呈现出“社会化”的一面。这里的“社会化”不是指狭义的社会化（从自然人成长成社会人）过程，而是指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受到影响的过程。在信息消费过程中，这种社会化影响也是时时存在的，由此形成了信息消费的“社会化”旋律与“个性化”旋律并行的景象。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消费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获取与阅读的过程，还是一种与他人互动、融入社会的过程。而网络中的信息消费平台不仅是一种媒体，还是一个社会。当我们从信息消费中的群体互动以及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这一事实来看时，社会化的趋向也是必然的。

网络信息消费的社会化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传统媒体时代相对独立的个人信息消费行为，在网络中随时被集合成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能够与他人的行为集合形成强大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网民，其信息消费行为往往不是基于个体的自主判断与选择，而是在社会氛围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信息消费带来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密切与频繁的双向互动。

网络信息消费的社会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个体的信息消费行为汇聚成社会行为并作用于信息生产。

在网络这样的社会空间里，每一个独立个体的网络信息消费都会与其他人的信息消费行为汇聚在一起，集合成一种社会行为，并对信息生产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用户对某一个信息的点击或评论，看上去是个人行为，但是当每一个网民的个体行为累加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社会效果，基于网民点击率、评论数等指标所形成的排行榜，成为了一种衡量内容传播效果的主要指标，并反过来对内容生产形成调节作用。在Web2.0时代甚至曾出现过Digg（即顶客或掘客）机制的网站，登上重要页面的都是网民“投票选举”（Digg）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排列顺序都与网民的“Digg”相关，这使每一个个体的选择对网站信息生产的直接干预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一类网站虽然后来基本都衰落了，但这种思维在后来的很多网络平台都有所体现。

用户对某些内容或事件的评论形成的意见气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内容生产者，内容生产者会随时根据舆论走向来调整内容生产的方向。

虽然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集合行为的数据，如报纸订阅数、电视收视率等，也会对内容生产形成影响，但那是一种相对静态的作用，而今天，当用户的集合行为可以实时通过数据体现时，它会形成持久而动态的作用效果。

其二是用户间的相互引导会对用户信息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面对严重超载的网络信息，人们希望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报偿，因此，他们需要一些方式来减少获取有效信息的代价，而用户间相互的引导，正是这样一种机制。朋友圈、群、问答类应用、知乎等平台，都不仅仅带来了信息分享，也促成了人们的相互信息引导。

尽管用户间的相互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在网络中获得特定信息或知识的成本，但是，毕竟用户间的引导只是一种义务奉献而不是一种职业工作，很难保证整体水平。

许多平台也在致力于建立更好的用户间相互引导的机制，例如，积分制、等级制等，这刺激了一批得到广泛认同的信息引导高手的出现，他们不仅起着“指路”作用，也会获得“意见领袖”的地位。但是，同样，这些意见领袖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每一次引导方向都是正确的。有时由意见领袖带来的从众与跟风行为，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其三是信息消费的群体性氛围影响着个体态度与行为并形成群体效应。

今天人们的信息消费，不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独食”，而是在人头攒动的“自助餐厅”里，看着别人的选择、听着别人的评价之后来做选择，人们之间还要交换彼此的口味与心得。人们最终对信息的评价，往往不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与他人互动后形成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甚至会超越某一个别信息，而影响到个体对更高层面事物的判断。人们的意见表达以及行为方式，也是与他人互动的一种结果。

因此，信息在人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往往是在社会化环境的催化下产生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在信息消费中失去个体的独立性，群体氛围也容易产生各种群体效应。

社会化的信息消费，也意味着，网络信息消费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构成。

在网络的社会环境中，有时信息消费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信息消费是一个人们用来寻找与发展社会关系、编织关系网络的触发点，而获得社会资本、融入社会群体是人们本质上的心理需求。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仅不会排斥信息消费的社会化，反而会主动地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化氛围。

第三章分析了网络人群的分化，包括圈子化与层级化等，这些分化，与信息消费有很大的关联。网络信息消费会促进相似人群的聚合，而聚合后的人群也会强化其信息偏好，甚至立场、价值观的偏向。

同时，网络信息消费也会成为个体能量聚合为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方式。

网络特别是社会化媒体赋予了个体更大的潜在能量，这种能量可能随时被激发为社会能量。而网络还可以将个体能量聚合起来，产生强大的社会冲击波。这种能量的“反应”过程需要依托，网络信息消费就是能量激发与转化的一个主要载体。这种能量的聚合效应，主要表现在网络议题、网络舆论、网络事件等方面。当然，由于群体效应的存在，这种聚合力并不只是产生积极的效果，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令人忧虑的。

这种能量聚集不仅作用于网络信息生产与消费，更是作用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这些更宏大的系统，它们将影响到社会生态的变化，也会对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在不同层面上迎合着人们的需求，网络信息消费的个性化与社会化两种趋向得以并存，但它们之间并非一种“平行”关系，而是在交织中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网络信息消费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会作用于人们个性化需求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看，社会化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越来越没有个性，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只是外壳上的五彩斑斓，在内核上却是单调同质的。反过来，网络信息消费的个性化，不过是在加速人们信息消费的社会化，最终便是在加速人们的趋同过程。这一点，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1]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9.


[2]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82.


[3]
 同①181.


[4]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82.


第二节　主动还是被动？

自新媒体普及以来，对新媒体语境下“受众”这个词的“合理性”的讨论，就一直在持续。“受众”这个词所包含的被动性（特别是在中文中），往往被认为不再适用于今天的新媒体用户。尽管对用什么词来代替受众这个词，研究者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显然“用户”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而采用“用户”这个词，除了意味着对新媒体的“使用”行为的关注外，还包含了对新媒体使用者的“主动性”的强调。

但是，新媒体技术赋予用户的主动性是否会在用户那端得到充分利用，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新媒体用户在哪些方面更容易呈现主动性，而在哪些方面会变得更为被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新媒体用户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一、新传播模式赋予的主动性与人的本性固有的被动性

新媒体技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传播模式的确赋予了用户更大的主动选择的权力，这也给整个传播格局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用户们并非在所有时候都会利用这种权力，因为人的本性天然存在着很大的被动性。

（一）新传播模式下用户的主动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用户的主动性就开始被讨论。Web1.0的传播模式虽然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媒体的模式，但它也使得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拉出”信息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站、信息。更重要的是，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更多的自主性，例如，他不必再根据电视台、电台的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也不一定要在某个固定的空间里来看电视。新媒体的互动技术，也使用户可以更多地通过参与来实现其主动性，他们可以更多地加入到传播过程中，提出自己对信息的需求，对传播的内容做出评价，他们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早在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之初，就有研究者从主动性与被动性方面指出了网络用户与电视观众的差异：“从表面上看，电脑与电视都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凭借都可以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电视和电脑，沿着各个‘信道’，人可以足不出户地‘出巡’，让人进入一个信息、讯息的大海……在所谓‘黄金时间’（prime time）里，电视观众沿着与电脑网络上的通道相比（‘万维网’是一个很妙的译名）少得可怜的信道，来到一个个大同小异的‘黄金海岸’、‘海滨旅游胜地’，洗海水澡，做日光浴或沙浴，真诚地以为自己‘见过了大海’。……个人电脑的使用者不是怕被海水淹死的观光客，不是文化上的消费者，而是像渔夫和水手一样的生产者。电脑是一个向他永远敞开的无边无垠的大海，它以它的广阔、深湛和富饶强烈地及引着他。在与大海的朝夕相处中，他不断升级，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水手，一个经验老到的渔夫，而不是像几十年如一日地看电视的人那样，在知识旨趣、技术能力上做一个永远的‘留级生’。”
[1]



自由选择、成为生产者、不断自我升级，这的确是新媒体用户主动性的重要表现。

而如前文所述，随着Web2.0应用的发展，个人门户模式也赋予了用户更大的主动性，用户可以自主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特别是对于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他们会呈现出很强的主动性，通过主动的信息搜索与整合来形成对一个话题的完整与深入的了解。

Web2.0的普及也进一步提升了用户在内容生产中的主动性。

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的角度看，用户获得的主动性都是一种新的权力，而要行使好这样一种权力，用户的媒介素养也就变得更为重要，而这不仅仅是信息消费的素养，同时也包含信息生产的素养。

（二）人的本性中固有的被动性

尽管新媒体平台本身给予了用户更多的主动性，但是从用户这端来看，人的本性又使得他们具有难以挣脱的“被动性”。

微信开发者张小龙认为，一个产品经理需要做到了解人性。而人性的特点是，人是懒惰的，人是跟风的，人没有耐心，人不爱学习，人们对随机好奇。
[2]



在张小龙列举的人性的特点中，有几项都指向人的“被动性”。

在新媒体信息消费方面，这些被动性也都存在，最典型的是以下两个方向：


1.“懒惰”带来的被动性


在人的本性作用下，新媒体用户依然会表现出很强的惰性，或者说他们依然是“懒”的。这里所说的“懒”，指的是人们总是愿意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报偿。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经提出了一个选择的或然率公式：

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

也许可以将上述公式稍作改造，这样可以用于解释更广的现象：

选择的或然率=获得的报偿/付出的代价

付出的代价包括：金钱代价、时间代价、精力代价等。

用户在各种新媒体环境中，也会遵从这样一个公式，即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减小成本，特别是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而为了减少成本，人们往往会依赖外界的力量，这也就导致了用户的被动性。

依赖他人，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这也意味着新媒体用户间会产生相互影响，且影响程度会越来越深。

依赖系统，例如界面本身的设置、编辑的安排，或者技术的引导，也是降低成本的办法。从阅读来看，依赖标题、依赖关键词，也是新媒体用户阅读的常态。

当然，新媒体用户并非永远是采用这样一种懒的方式，如前所述，在某些特定的目标下，他们也可以组织起深度的阅读。

总体而言，虽然新媒体用户的懒惰是本性，是常态，这也常常会表现为用户的被动性，但在一些因素的推动下，他们也可以改变这种状态，其核心，是对某些特殊报偿的追求。而新媒体给予他们的主动性，为他们追求这些报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惯性左右下的被动性


新媒体用户行为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很强的惯性，人们容易被自己的习惯所左右、所固化，这是其被动性的另一个体现。

新媒体用户的惯性表现在他们每天打开的网站或客户端相对固定，每次在网络中经过的路径相对稳定，在一个页面中他们浏览的对象或区域相对稳定，甚至在一个页面中，视线的流动轨迹都可能是相对固定的。

面对着新媒体中的海量信息，人们更会倾向于通过自己的行为惯性去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一个陌生的对象消耗的用户时间与精力显然要更大。

这样一种惯性，也可以视作一种路径依赖。

新媒体中的惯性形成，有时与内容的品质相关，但在新媒体用户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同质化内容时，有时形式对于惯性形成的影响更为明显。形式上的熟悉，更容易让人们产生依赖。

另一方面，关系对于人们惯性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的关系圈子，更是惯性的一部分。

“捆绑”也会带来惯性。捆绑在人们依赖度很高的平台（特别是社交平台）上的内容或服务，通常比一个独立的客户端里的内容或服务更容易被人们接触到，即使人们本意并不愿意接受，但在惯性的驱使下，也会产生使用行为。

因此，新媒体中的信息生产与信息服务，既需要充分激发用户的主动性与参与性，有时又需要尊重和顺应用户的被动性。在用户的惰性与惯性上做文章，往往可能会产生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二、个性化时代被渲染的主动性与无所不在的被动性

个性化时代，不断被商业化力量渲染的个性化，似乎成为用户主动性的证明，研究者可能也会从理想的角度来想象这种主动性，但事实上，主动性未必是唾手可得的，在技术赋予人们某种主动可能的同时，它带来另一些限制，而社会环境与平台对主动性的抑制，更是无时不在。

（一）个性化服务：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纠结

前文从信息消费方面说明了个性化的趋向及其支持机制，除了信息消费外，其他服务的个性化，在今天的网络中，同样也越来越容易实现。

个性化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种产品策略受到各种商业平台的推崇，而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往往以尊重用户个性作为自己的理由。从理论上说，个体可以使自己的需求、行为及个性特征等成为重要变量，作用于信息和服务的提供者，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主动性。

但是，从实际来看，个性化服务也会带来人的惯性、惰性以及被动性，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被算法钳制。

（二）社会化环境下个体用户主动性的抑制

作为网络的节点，新媒体用户可以作用于他人，也会敏感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们的“个性化”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非常强烈的社会环境的因素，很多时候，人们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并非自主的判断、表达与选择，而是被“传染”的、被“诱发”的、被“裹胁”的。

社会化互动环境对用户主动性的抑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化信息传播机制对个体信息消费主动性的抑制。

前文分析了用户集合行为、相互引导线索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对于用户的信息消费行为来说，这些因素的影响也随时存在。看上去自主的个体信息消费，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左右。人们可以选择的内容范围，常常在社会化环境下已被“画地为牢”。

其二是社会化互动对个体态度与行为的制约。

在新媒体中，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往往不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在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渠道中与他人互动后形成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甚至会超越某一个别信息，而影响到个体对更高层面事物的判断。人们的意见表达以及行为方式，也是与他人互动的一种结果。因此社会化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制约。

其三是社会化环境下群体对个体的抑制。

新媒体可以将个体能量聚合起来，成为群体能量，产生强大的社会冲击波。然而，这样一种聚合，并非总是以尊重与突出个体的主动性为目标，反而常常会在达成群体的共识与共同行动的目标下而抑制个体。

当异质的个体被聚合成群体时，会产生群体心理，以往对群体心理的研究都揭示出，在群体压力及群体心理作用下，个体往往是被动无力的。

但融入社会群体又是人们本质上的一个心理需求。因此，人们不仅不会排斥被“群体化”，反而是会主动地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化氛围，寻找各种能给自己带来支持的共同体。

（三）平台带来的用户的被动性

除了人的环境外，人们在网络中的行为，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平台的限制，人们常常不得不屈从于平台，这也是他们被动性的另一种体现。

平台所采用的技术模式、界面风格等，都是由平台单方决定的，用户只能想办法适应，而不能改变。如果有更好的平台，或许人们会用脚投票，逃离那些他们不适应的平台，但在可选择余地比较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选择服从。

平台对各种内容或服务的捆绑，或者平台间的捆绑，也是用户很难逃脱的。虽然某些时候这些捆绑会给人们带来一定便利，但这可能会意味着相应的代价，例如占用终端更多存储空间、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而面对不需要的捆绑，人们有时也没有选择。

从用户的内容生产角度看，虽然看上去他们有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的权利，但是，平台的流量导向，会反过来对用户的生产产生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流量，他们也可能会对自己的生产进行调整。

一些研究者担心，今天参与内容生产的用户可能越来越多地沦为“数字劳工”。“新媒体平台的用户生成内容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和视频，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这些都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者成为商品化内容（如广告）的载体。”
[3]

 这也是看似主动的产消合一的用户更深层次的被动。

三、主动控制的前台表演与被动泄露的“后台”

从社交性表演的角度看，用户既有主动性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新媒体空间给了用户更多的表演舞台与表演自由，但在人们自以为精心控制的表演中，人们又可能不自觉地泄露自己的一些后台或内幕。表演的主动性与私密泄露的被动性，也是新媒体用户面对的一对矛盾。

（一）虚拟空间中可控制的前台与表演

戈夫曼认为，人们表演的区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人们正在进行表演的地方，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作准备的、不想让观众看到的地方。人们在前台的行为举止与后台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应防止观众进入到后台来，而且，在前台也必须防止那些与演出无关者进入到表演中来。
[4]



尽管戈夫曼“拟剧理论”中关于前台与后台的区分，主要是实体空间语境下的，但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可以将它们的含义做进一步推广。在新媒体中，几乎所有能产生互动的空间，都有成为表演前台的可能。当然，人们更喜欢在哪些空间里表演，与他们的个性和诉求有关。但无论如何，用户们拥有选择其表演的舞台的权利。

因为虚拟性这一特点，用户在新媒体空间中具有一定的身份自由度，相比现实空间，新媒体用户基于角色的表演要自由得多，包括角色获得的自由、角色表演中的自由以及角色转换的自由。第三章已经对此做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网络的虚拟性赋予了用户表演的自由，而不断发展的网络手段，也给用户带来了更多元的表演方式。

总体而言，对于虚拟空间的表演，个体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他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表演空间，用相应的手段来营造良好的自我形象，或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及社会报偿。

技术也在不断赋予用户对表演的控制能力，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应用是美图类应用。美图软件不仅大大降低了图像处理的技术门槛，更是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美化自我形象与自我生活。后面的章节将对此进行专门分析。

（二）“后台”泄露：无法避免的代价

按照戈夫曼的观点，后台是表演者不想让观众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人们现实生活或内心中私密的地方。广义地说，“后台”可以包括人们的真实自我、个人私密空间与隐私信息等。

尽管人们自以为在新媒体中可以控制自己的表演，只让人们看到自己在前台精心设计的表演，但是事实上，只要人们在表演，就难以避免“后台”内幕在某种程度上的泄露。

2013年，当时还在英国剑桥大学心理测量学中心读博士的迈克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和他的两位同事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依据5.8万位美国Facebook用户的“赞”记录来预测他们的各项特征和偏好。之后，他们将模型的预测结果与这些志愿者的Facebook档案信息以及通过在线测试得出的智力、人格和生活满意度等信息进行比对。结果，这个模型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参与者的性别、种族出身和性倾向。其性别预测正确率高达93%，识别黑人和白人的准确率达95%，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识别率达88%。同时，该模型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进行识别的概率高达80%。但是，这个模型在预测恋爱状态、药物滥用以及父母离异状况等方面的准确度较低。
[5]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5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来自剑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Facebook上来自美国的86220名志愿者的相关数据，并辅以其他调查，结果发现，电脑仅需分析一个用户送出的10个“赞”便能比其同事更准确地预测其性格；通过分析70个“赞”，电脑对其了解程度就能超过他的朋友或室友；150个“赞”超越其家人，而300个“赞”则能“击败”其配偶。
[6]



点赞这个看上去最简单的“表演”，也能透露如此丰富的个人性格等信息，可以想象，在其他的“表演”行为中，人们会泄露多少自己的“私密”。

除了人们通过内容进行的各种“表演”外，人们在各种平台中填写的个人档案信息、人们在网络中的各种行为、上传文件中隐含的元数据信息（如照片的EXIF文件，可以记录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相机机身及镜头信息、曝光时间及光圈数据等）等，都可能成为后台内幕甚至隐私泄露的由头。

尽管并非所有用户对于所有后台信息都持有保护意识，甚至某些用户也会主动披露一些后台信息，但是，后台信息毕竟是私密的，泄露后带来的风险，也常常是难以想象的。

而另一方面，被动泄露的“后台”内容，却又是个性化服务的前提，以个性化服务为目标的大数据挖掘，正是主要针对这些信息的。赢得个性化服务的主动性，是以被动的个人信息泄露为基础的，这同样也是新媒体中的一种纠结。

对主动性与被动性这两者，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加上价值判断的标签，即主动性一定是好的，而被动性一定就是坏的。它们的并存，是人们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常态。很多时候，这两者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新媒体在赋予人们某种主动性的同时，也可能强化了他们另一个方向上的被动性。

互联网普及之初，美国网络研究专家埃瑟·戴森认为：“网络会对人类机构带来深刻变化，而对人性则没有什么影响。”
[7]

 多年来新媒体的发展似乎并没有推翻她的断言。人性这个核心要素对新媒体用户行为的影响仍然至关重要。而技术的赋权，以及由新媒体带来的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氛围，对于用户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主动性还是被动性表现更为突出，实际上是人性、技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在每个用户身上作用的能力与效果，都会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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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娱乐还是严肃？

对娱乐化的批评，一直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但应该看到的是，用户不仅有娱乐化的一面，也有对严肃内容的追求，以及对社会重大话题的关注，在某些时候，也会以他们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参与。在娱乐与严肃之间，他们也具有一种摇摆性。

一、娱乐化，媒体与用户的“合谋”

虽然今天娱乐化这个词往往与新媒体时代联系在一起，但娱乐化起源远远早于新媒体的普及。娱乐化盛行的一个背景，是媒体本身的娱乐化倾向，这也包括新闻的娱乐化。

新闻的娱乐化起源于西方，其表现是，在媒体中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最终发展到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那部分媒介内容——新闻，向娱乐强行拉近，使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在内容上，新闻界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实现硬新闻软着陆发展到极致，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的道路。报纸和新闻期刊的普遍发展趋势是在新闻写作和制作上，更多地采用特写和人情味的手法。这种趋势使新闻读起来更具有戏剧性，从而要求记者在新闻的陈述与写作上更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报道员。
[1]



于是，从内容到形式，从理念到表现技法，新闻与娱乐的合流之势日显，最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信息娱乐或娱乐信息（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合成为infortainment）
[2]

 。

20世纪末，在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转型中，新闻的娱乐化现象也日益显现。进入网络时代后，市场竞争的压力，网民对新媒体的需求特征，网络本身的特点，都使得网络的娱乐化倾向更为突出。这既表现在软性内容比重的不断上升，也表现为标题、文字网络等表现形式上的软化甚至煽情化处理，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后，一些媒体为社交传播而进行“语态变革”，也有可能滑向娱乐化。

而从用户这一端来看，对内容的娱乐化的需求，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娱乐新闻、社会新闻等软性新闻的偏好，二是对于时政类等硬新闻的软性处理需求。

根据今日头条平台按城市级别统计的用户在各类新闻资讯上阅读率排名情况看，对不同级别城市的用户来说，娱乐新闻和社会新闻都是他们阅读比例排名前两位的内容。甚至级别越高的城市，在娱乐内容上的消费比重越大。
[3]



虽然娱乐化的内容不限于娱乐新闻和社会新闻，但这两类新闻娱乐化、软性程度相对更高。

对娱乐内容的阅读偏好，既与人的本性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人们减压的需要。新媒体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期，这个时期带来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冲突，也给个体带来了各种焦虑与压力。新媒体平台比其他媒体更适合扮演减压阀与缓冲器的角色。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阅读消闲娱乐性新闻便是这样一种释放渠道。

而那些严肃的硬题材的内容，娱乐化的表达方式，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尽管对新闻娱乐化的一种主要批评是，政治新闻娱乐化可能使观众注意力从严肃的公共议题引致八卦、丑闻等方面，从而导致民众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度的降低，但另一方面，新闻娱乐化对政治传播和公民参与的积极影响，也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4]



无论如何，娱乐化是媒体与用户互动的结果，不能仅仅归罪于用户，其背后也有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例如，有学者指出，新闻娱乐化可能与政治冷漠加剧现象一样，是媒体垄断、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结果。
[5]



对于媒体而言，是仅为了市场而不断生产能带来即时报偿的软性新闻，持续娱乐化方向，还是为了延时报偿坚持做一些硬新闻，坚守媒体的严肃性与专业性，仍然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在今天媒体面临着生存危机的情况下。

二、娱乐化，新媒体文化的基调

除了对娱乐内容的偏好外，新媒体娱乐化的表现，也体现为用户对娱乐化的表达方式的偏好，娱乐化也是新媒体文化的基调之一。

新媒体文化起源于用户，一开始这种文化是作为主流文化的挑战者出现的，因此，相对严肃的主流文化，新媒体文化需要有不同的面目，娱乐化也就成为可以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外衣”。网络文化的娱乐化基调，是以戏谑、恶搞、调侃等方式来体现的。

新媒体更像一个江湖，它没有庙堂的约束，没有天然的架子可端，人们更多的是用娱乐、戏谑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即使是面对那些宏大的主题。恶搞、解构式的戏谑，成为网络文化的主要取向，甚至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典型方式。

恶搞往往依托某个典型的网络事件，或者热门的社会话题。恶搞成为人们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恶搞的作品只是其外壳，它实际上承载了人们的价值观与态度。某些时候，它也体现了人们对自由表达权利的向往。

恶搞与网络文化的开放、自由精神一脉相承，它也常常是网络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向传统媒体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发起挑战的一种方式。用恶搞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进行挑战，一是直接，二是成本低，三是比较容易引起公众关注。

在整个大众文化以及传媒业的娱乐化潮流之下，恶搞也成为一种全民娱乐方式。事实上大多数网民进行恶搞时，并没有反抗主流文化的自觉意识，更多的是在娱乐心态推动下的一种游戏。很多恶搞只不过是以解构主流文化的方式，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这种颠覆中获得娱乐快感。可以说，恶搞顺应了大众文化的娱乐化走向，同时又在某个方面推动了这种走向。

恶搞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恶搞不仅给了人们娱乐，也给了人们心理上的释放。但这种情绪释放常常需要一些靶子，有时难免伤及无辜，有时恶搞甚至会成为网络暴力的一种形式。

网络语言也是网络娱乐化的一种表现，它同样体现出戏谑与娱乐化的特质。它用谐音、仿词、反语、双关、缩略化、字母化、符号化等方式进行表达，不仅可以促成高效的交流，也会带来娱乐化的效果。

与网络语言相关的另一种重要的网络文化表征，是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有些是采用网络语言，而有些则是通过特定的语境赋予常规语言以新的含义。网络流行语反映着网络文化的某些热点、潮流或取向，网民进入到这些特定的流行语所设定的氛围中，不仅是为了关注这些与流行语相关的事件或话题本身，也是为了融入网络文化的整体氛围，以免被网络潮流所抛下。创造与追随流行语，也成为一种典型的娱乐化方式。

表面看，网络文化过于娱乐化，还夹杂着一些粗俗与粗鄙，但它也并非总是轻浮的、浅薄的，这些戏谑性外壳下也可能隐藏着凝重的内核。某些时候，网民也会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些问题穷追不舍的较真。

三、娱乐与严肃，并非单选题

尽管娱乐化内容在网络中更为流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用户与“严肃”内容绝缘。

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增长同时发生根本转型的时期，因此，对环境（特别是自身生存环境）认知的需求，自我提升的需求，成为中国网民的显著需求。与此相关，中国网民也有强烈的自由表达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同时也把这种愿望在网络中付诸行动。这些需求都会导致网民对于严肃新闻的强烈关注。

从各种平台的数据来看，严肃媒体的影响力依然在延续，尤为突出的是，专注严肃的时政内容的“媒体小号”，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表现都很抢眼，一些严肃内容，也可能成为爆款文章。

原本被视为“最硬新闻”的时政内容，今天在社交平台也被唤起了新生命力，这表明，今天的用户并非在远离时政内容等严肃新闻，相反，他们对严肃内容的需求也许更多，要求也更高，他们不满足于表层了解，还希望听到更多专业解读，时政新闻等严肃新闻向深层开掘，具有极大的潜力。

对媒体来说，面对今天用户的需求，既需要坚持严肃内容的生产，又要能找到严肃内容与用户心理的共鸣点，找到严肃内容在用户那里的“落脚点”，找到严肃内容的合适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娱乐化趋势下，媒体面对的挑战。

我们也需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为了让硬新闻落地，过分注重形式的软化和“语态”的“接地气”，却忽视了媒体内容的专业性。这些做法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媒体自身的娱乐化。

四、娱乐化与政治化：逐渐模糊的边界

在网络中，既存在着泛娱乐化的倾向——各种话题都可能演变为娱乐话题或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也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网络的泛政治化意味着，“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诱因的讨论总会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进而转化为对政府、执政党及政治体制的批判”
[6]

 ，从网民心态看，这是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累积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与一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在公众中形成的形象以及它们面对网络舆论时回应的不得当相关。

泛娱乐化与泛政治化这两种同时存在的张力，也会向对方领地伸展，其结果是，娱乐化与政治化两者之间会产生多样化的勾连，且在某些情境下，娱乐化与政治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在某些时刻走向融合。

“帝吧出征”中，出征主体强调的“话语/图像戏谑性、情感共鸣和游戏架构”
[7]

 ，正是近年来娱乐化、政治化结合方式的典型体现。而2019年因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饭圈出征，更是直接把饭圈文化挪用到了爱国这一政治主题下。“中国”被饭圈粉丝称为“阿中哥哥”，粉丝们自称同属“种花家”（中华家）的“izhong”，就像为爱豆应援、打榜一样，他们在各社交平台开始了集体行动，并迅速将“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这样的话题送上微博热搜榜首，饭圈的行动甚至也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赞许与支持，“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等账号都加入了“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微博话题的互动，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也盛赞年轻人“一夜长大”。曾经被一些官方媒体视为非理性的粉丝行为，在爱国这样一个方向之下，具有了正面的、积极的色彩。

粉丝们用他们在娱乐化世界里训练出来的行为模式与行动力，发起了一场政治性的“运动”。这是又一次“次元壁”的突破，这与二次元的“破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总体来看，“粉丝民族主义”就是娱乐化与政治化融合的结果，它“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
[8]

 ，娱乐化的内核找到了使其合法化的政治化的外壳。这种结合，既有网民本身的动因，也有来自官方和主流媒体的鼓励。

政治化与娱乐化的融合，在传统媒体身上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进入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社会化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也在努力追赶被网络带走、离他们而去的部分用户，特别是其中的年轻用户，因此，他们也需要给自己渲染出某种网络文化的色彩，以适应网络这片新的文化土壤，因此，很多主流媒体在尝试社交传播中的“语态改变”，曾经高大上的板着面孔的主流媒体，在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里化身为会卖萌的小编，甚至作为中国最具“严肃性”与“权威性”象征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在2019年8月同时进入“快手”与“抖音”平台，对快手用户以“老铁”相称，对抖音用户则号召“我们一起抖起来，一起上热搜”。在社交平台，媒体也会更多地尝试将政治化话题以娱乐化方式来呈现——这在每年“两会”报道中尤为突出。

主流媒体也试图引导年轻网民将对亚文化的热情漫延到主流文化领域，类似饭圈出征这样的事件，正好给了主流媒体这样一个机会，主流媒体为粉丝行为的叫好，也就不难理解。

政治化与娱乐化两者边界的模糊甚至某些时候的融合，表明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两者都在谋求进入对方的领地，这是双向的破壁努力。当然，现在我们还很难判断，这样的破壁只是外壳上色彩的短时变幻，还是会引起内核的逐渐变化。



注释：


[1]
 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


[2]
 黄晓芳.关于西方媒介市场化的逆向思考［J］.国际新闻界，1999（3）.


[3]
 数据由今日头条相关部门提供，数据统计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11月1日。


[4]
 刘璟.新闻娱乐化研究的轨迹与问题：SSCI核心期刊新闻娱乐化研究述评［J］.国际新闻界，2011（10）.


[5]
 同①.


[6]
 许晓龙.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泛政治化”现象探微［J］.电子政务，2015（7）.


[7]
 王喆.“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J］.国际新闻界，2016（11）.


[8]
 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J］.现代传播，2017（4）.


第四节　情绪化还是理性？

“后真相”一词，使社交平台的情绪化问题得到进一步关注，作为传播网络和社会网络节点的用户，是情绪化还是理性的，不仅会影响到真相的达及，也会影响到公共协商的展开。虽然在很多时候人们的情绪化表现很突出，但这也并不代表他们只能停留在情绪化层面。

一、习惯性质疑与无条件轻信的并存

习惯性质疑与无条件轻信，是中国网民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非理性情绪的一种表现。

对于很多信息，尤其是来自官方的正面信息，多数网民首先的反应是不相信、不认同，有些人在此基础上会用相应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判断，而更多的人，仅仅是维持着怀疑这一直觉。质疑，在某些时候变成条件反射，变成一种惯性。

有研究者指出：“对于这种‘猜疑一切’的舆论氛围，我过去曾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制度缺失下的制度性焦虑：由于社会在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在看惯了一个个黑幕和丑闻后，在遭受过一次次的权力排挤和关系暗算后，人们总感觉每件事后必有一双罪恶的双手在操纵着一切。所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猜疑，是缺乏制度预期下公众对现实的一种悲观的过度防卫。……‘猜疑一切’中也有人们自身的毛病和网络的弊病。作为一种吸引关注和制造轰动的姿态，怀疑越来越无厘头和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狂欢的方式。”
[1]



应该说，一些中国网民的思维方式中的质疑基调，是多种社会原因造成的。

质疑心理与社会诚信的缺乏相关。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尚没有健全的诚信教育，也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与自律系统，各个层面的诚信缺乏，使人们对于他人、企业甚至一些政府机构都不得不保持警惕。而一些制度造成的信息不透明，使人们对于与自身相关的各种信息缺乏判断依据，不得不以猜疑、质疑作为基调。

质疑是对传统教化的一种反叛。中国的传统教育是讲求服从、接受、遵守等，这些教育的过度，会带来逆反心理。人们需要在某些时候对这种教化进行反叛，去除过度教化产生的抑制，网络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自由的空气。

对于真相的追求来说，质疑也是必要的。相比几十年前人们对媒体报道的一切不假思索的接受，今天公众的质疑，是更理性的体现。网络进入公众生活的二十多年，很多舆论热点事件，都是从网民的质疑开始的，而很多事件的水落石出，也在一定程度上由质疑的声音推动。

网络中信息发布者成分的多元化，信息源的不确定，也易使人们对于网络中的信息真伪失去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质疑成为一种基本的防卫姿态。

一般来说，质疑的声音容易产生较强的传播效应。因为，它会引起各种不同角度的关注、反思与讨论，这个过程会不断吸引新的注意力。质疑的风气在网络中容易形成，同时由于网民的互动而放大。在现实空间里，由于很难形成公共交流空间，人们的猜想、怀疑，只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感觉，由于得不到他人的呼应，人们往往不会坚持这种感觉。但是，在网络中，由于互动的影响，个人的质疑会集合起来成为一种集体的质疑，在集体力量的影响下，很多网民会强化、放大质疑的心理，甚至可能有些人会形成质疑一切的惯性。

质疑心理的一种典型表现，是阴谋论，心理学者彭凯平指出：“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2]



应该说网民的质疑思维有各种现实的原因，质疑的思维，可以促进人们去寻求事物的真相，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社会问题，推动某些问题的解决。

但是，质疑可以作为认识事物的起点，却不应该成为其终点。质疑心理应该推动人探求真相，找到真正的答案。而如果只是毫无根据地维持自己的质疑心态，甚至将质疑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对任何事都质疑，也容易使人走到狭隘与极端的境地。

尽管质疑成为一部分网民的思维的基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某些时候，社会化媒体中的网民似乎又很容易轻信。很多谣言的传播，与网民的轻信有关。

轻信之所以同样普遍发生，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从信息源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是基于人际关系的传播，当人们从自己崇拜或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时，往往会不假思索，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对方已经做过信息的判断与验证，另一方面，关系维系的动机使得人们不愿意挑战对方。

从信息本身的属性看，人们知识领域或专业范围之外的信息，更容易被轻信。也就是说，有专业门槛、一般人轻易迈不进去的领域的内容，更容易被人们轻信。

从情感上看，能打动人们内心的故事，能与弱者、善等标签相吻合的事件，往往也容易被人们“宁信其有”。

从人的本性来看，如果不与人们的利益、立场、态度或常识相违背，一般人们不会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求证。

习惯性质疑与无条件轻信，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却的确同时体现在不少网民身上，也成为中国社会化媒体中常见的一种情形。

二、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贴标签与站队

在新媒体的交流与互动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网民易被简单化二元对立思维主导，这表现为他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物的判断，是基于简单的价值判断框架，如“对”与“否”，同时，他们喜欢用贴标签的方式、符号化的方式来简化复杂事物。

例如，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就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情弱者是多数网民的一种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真相的判断，以及意见的表达。一些网络事件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对弱势者不假思索的同情和对强者不假思索的声讨，在这里，弱者被当成了善的符号，而强者被当成了恶的代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被局限在这样的简单对立的关系中。

中国网民在对待民与官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方面，也容易落入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思维框架。

同情弱者的心理定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固定的成见。当它与别的某些固定成见（如社会中对第三者、富人、官员等的固定成见）结合起来时，带来的情绪更为强烈。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人们并没有去探寻真相的愿望，往往基于一面之词便对当事人做出评判，有时网民会用想象去填补那些事实的空白之处。

把事物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体现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现阶段，不少网民习惯于用简单的道德化框架认识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学者认为：“我们好像陷入了一种道德焦虑之中，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的高度警觉和敏感超过了我们对于具体问题认知的愿望和应对的能力。这种道德化的倾向对于揭露明显的社会丑恶，批判社会的不良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的限度和问题其实也暴露得相当明显。它使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善恶是非的道德对立。当代社会其实有大量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能仅仅从道德问题出发。”
[3]



此外，对于一些网民来说，参与公共讨论的根本动因，是要解决自身的一些困惑，释放自身的心理压力，他们所议论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一个载体。他们所关注的，是这些事件或人物所折射出来的自身的命运。

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考察这一坐标，人们往往会将问题简单化，将事物放在顺应自身利益或违背自身利益两个方向去思考，这也是一些网民简单化思维的一个原因。

在对待名人的态度上，中国网民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体现在粉丝群体上，那就是对名人的绝对认同。另一种则表现为绝对否定，这种思维往往是名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等方面的优势让人们产生的心理反应。

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问题等复杂的国际问题上，简单化思维也时有表现。

简单化思维并非中国网民所特有，但是一些中国网民似乎更容易受到简单化思维主导，这可能与他们长期所受到的教育有关。中国式的教育，让人们习惯于从“是”与“否”、“对”与“错”等二元对立中去进行价值判断。

此外，这也与网络中的群体心理相关。心理学里提到的“社会助长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二元对立、贴标签这样的简单行为会在互动环境中得到“助长”。

从传播的角度看，基于简单思维尤其是简单的二元的意见表达，更便于传播，因为它们更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吸附别人的认同。它们在网络传播中更容易得到放大，或者成为优势意见。这也反过来会强化一些人的简单化思维。

简单化、标签化，也为人们的站队提供了清晰的目标。

与站队相关的一个现象，是人们价值观的分化。

互联网出现以来，中国网民在政治上逐渐出现了明显的派别分化。尽管对派别分类的表述不一，如有人称之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有人称为新左派与新右派等等，现实中的派别分化还会更为复杂。但是，不管如何称呼，它们都反映了网民在政治立场上出现分化的事实。而这种分化，是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的体现。当然，实际的分化，不是简单的两派，而是更复杂。

尽管中国当代思潮的发展与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此很难进行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大潮下网民思想的分化，也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在这样一个分化的前提下，网民基于各自政治派别的站队，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站队者也往往给对方贴上“五毛党”“美分党”等标签。

除了政治态度方面的分化与站队外，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也会出现站队。支持转基因的与反对转基因的，支持中医的与反对中医的……一旦人们的立场确定，轻易也不会改变。

站队是意见与态度表达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但是如果只关心是否站对了队，而无视事实，更不求真理，那么，公共空间的深层对话就难以展开。

三、科学传播的非科学化

人人为媒的传播时代，不仅使个体在政治问题上的参与程度加深，也使得他们广泛介入到科学传播领域，这也成为人们参与公共讨论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科学传播中的各种情绪化、非理性因素，也带来了非科学化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广义来说是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各类公众之间的传播。
[4]

 过去科学传播的主体主要是媒体和科研工作者及机构等，但今天，一些研究者认为，科学传播已经包含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科普或者科技新闻报道并非为了直接提高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科学传播的主要动机是提高国民的素质。
[5]



社会化媒体使得公众作为科学传播的主体的意义在上升，但是，公众参与的科学传播，是否必然会促成科学议题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改善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近几年围绕转基因问题的传播与争议，最突出地体现了科学传播在我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有研究者指出：“通过总结围绕转基因的争议，可以发现许多反转者和社会公众的某些行为已经在把科学推向迷信的一边。”“传统灌输式的传播方式，导致公众对科学本身依然缺乏必要的认知，对伪科学难以建立起起码的抵抗力。迷信的产生与延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们的生生不息与科学传播的‘不科学’有很大关系。”
[6]

 在很多与科学传播相关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这同样表现在公众的参与中。

在某种意义上，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与社交化传播的情绪化、信息茧房等有着关联。

公众在科学类话题传播中的情绪化，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话题本身门槛就高，需要较深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如转基因话题。如果人们获得的相关知识不充分，就难以产生全面而准确的判断，这时理性让位于情绪的可能性加大。

另一方面，一些人在传播与讨论科学类话题时，仍是在原有认知框架下的选择，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新知，而只是为了证明与强化自己既有的立场。另一些人，则因为没有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只能采取抱团或站队的方式，有些人会简单地跟从某些意见领袖或群体。就像在政治传播领域一样，在科学传播领域也很容易产生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

此外，科学话题涉及的未知领域，容易让人产生不安感，特别是那些与人的生存环境、健康紧密相关的话题，如转基因、PX等。人出于本能而产生的保护意识，也容易演化为相关的情绪与立场。

很多时候，科学的话题与政治的话题也纠缠在一起，在科学话题上的争议，常常会演变成为政治性的话题。政治上的标签与站队，会干扰人们对科学问题的理性判断。

科学传播中的不科学，另一个层面表现是伪科学的盛行。科学在一些时候与人们的既有认知是相冲突的，甚至有时所指向的事实是冷酷的，而伪科学往往以迎合人们认知框架的、“温柔”的方式出现，例如，在一些目前难以治愈的疾病方面，以安慰剂面目出现的伪科学，显然更容易打动人。

专业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也存在着“非科学化”的问题，例如专业知识不足导致的报道偏差，或者为了吸引眼球夸大其词的报道。即使是看上去客观中立的报道，也可能带来“虚假中立”这样的问题，即“媒体在报道有争议的科学议题时，将正反两方观点对等呈现，这往往赋予那些在主流科学界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的观点，在大众当中获得超出其原本应有的重要性的不恰当关注”
[7]

 。专业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不足，会加重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不科学倾向。

要减少科学传播中的非科学化，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非政府组织各方的努力都是必要的。对于公众而言，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双重提升，将是关键，尽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理性：多元视角与多元进路

从当下新媒体用户常见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非理性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永远是非理性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要放弃对理性的追求。

对于理性，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角度。

从哲学史上看，理性最早表现为“客观理性”。这是一种与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人们的生存活动方式相适应的理性形态，即把“公共”与“私人”统一为一体的、共同体的价值准则。但黑格尔指出，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就是以个人“主观理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客观理性”，使之成为了现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支配原则。从这个角度看，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主观理性”的主宰地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共同体的崩解和“共同感”的消失，对于人的整全存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应在充分尊重和保留个人“主观理性”积极成果的前提下，克服其封闭和孤立的实体性，打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通道，从而为形成一种承认个人的自由人格，同时又为生成人与他人之间的“共同感”提供可能性。这种新的理性形态就是“关系理性”
[8]

 。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理性的研究建立在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基础上，即以目的为趋向的工具理性行为和以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行为，以及自觉或不自觉遵从风俗、习惯的传统行为，和行为人受感情和情绪影响的“情绪化”行为。在他看来，前两种行为更重要，而后两者则处于次要的地位。
[9]

 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理性则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10]

 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由价值理性为主向工具理性为主的社会的异变过程。
[11]



从经济学角度看，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都将人视为理性人，并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形成了理性选择理论。它认为理性行动者总是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12]

 这些角度的理性行为和理性选择，也都偏向“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关注的是“交往行为”中的理性。他所理解的交往行为是主体间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它按照必须遵循的有效的规范来进行。交往理性就是要寻找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而这种合理性根据不能到物的世界去寻找，必须到人的世界来发现。
[13]

 交往理性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语言性的、互主体性的、程序性的合理性。
[14]



各个领域关于理性的研究，为我们分析新媒体时代人的理性问题提供了很多的线索。

在新媒体中，人们对工具和平台的选择性使用，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与接收，以及对社交对象的选择与互动策略等，很多时候也是他们根据对代价与报偿的判断做出的理性选择，工具理性仍体现得很充分。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新媒体的公共空间，这主要源于人们交往理性的不足，此外，虽然用户已经成为公共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但他们在这方面素养也存在不足，这也会导致一些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虽然个体的“主观理性”仍然会保持，但面对着作为公共传播与公共交往空间的新媒体，人们在“交往理性”或“关系理性”方面无疑存在欠缺。

对于个体来说，在新媒体平台所需要的理性思维，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在内容生产与传播中的理性判断与选择，在发表意见时的理性表达，在公共交流中的理性讨论、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等。但显然，不可能每个人在每个时候都表现出理性。理性目标的达成，也不能仅靠意愿，而是需要以相关的素养为支持，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素养培养过程，新媒体素养的内涵，也需要从以往媒体素养所侧重的信息使用素养，向信息生产、公共交往、公共参与等方面扩展。

新媒体中的理性，很多时候也需要从群体角度来认识，前文对于网络互动是会带来群氓的智慧还是群体性迷失所做的分析，也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两种情形都存在，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群体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至少群体互动带来理性及超出个体智慧的群体智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优化各种社交空间中的互动结构，以机制来促成更平等、开放的互动氛围，对于推动群体理性的形成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罗尔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公共理性”的概念，来补充传统的个人理性概念。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首先在于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其次在于它在本性上和内容上是公共的。他提出，要在公民中实现一种“重叠共识”，即对基本的社会正义理念达到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取得是以公民的“公共理性”为基础的
[15]

 。公共理性的培养，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公民尤为重要，尽管困难重重。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非理性现象背后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愈来愈陷于价值和道德冲突的分裂中……目的合理性的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广泛的发展，最终引发非理性的结果”
[16]

 。新媒体中的非理性，很多时候并非由这个空间的特性造成，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盛行的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价值理性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对理性的工具性理解成为人们基本的思维定向，理性被放在信仰的对立面。在现代性的巨浪中，似乎只有工具理性独领风骚。但是，在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后，如若没有终极价值的引导，我们就会在关键时刻不知所措。因而人的理性不可能放弃对终极价值的探求。这样的探求，就是在寻找价值的普遍原则时让理性介入，而介入这个寻找过程的理性，就是价值理性。
[17]

 对于个人来说，价值理性精神的倡导也是有必要的。

对理性的不同理解与不同认识视角，会带来不同的理性建设的目标。理性精神的塑造，理性行为的养成，也需要依赖个体素养、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共同培养及公共协商环境营造等各种进路。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也会充满矛盾，但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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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费还是付费？

从网络经营者的角度看，他们最关注的是用户是否愿意使用他们的产品并使他们的产品“变现”。今天的网络用户，在某些时候会显得很吝啬，一毛不拔，有些时候又可能很大方，一掷千金。这其中的逻辑或许令人费解。其实，用户希望免费还是愿意付费，更多时候，原因在产品和服务之外。

一、惯性、情感、环境：付费意愿背后的心理动因

对于用户是否愿意付费使用网络中的内容或服务，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是心理的惯性。

由于互联网特殊的发展历程，“free”成为早期互联网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词对应着两个含义，一个是自由，另一个则是免费。在西方，早期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寄予了乌托邦的幻想，而在中国，有人曾经将互联网戏称为“人民公社大食堂”，这同样表达了人们对互联网的“共产主义”理想。

早期的互联网是一片较少受到商业利益侵蚀的乐土，免费的内容或技术是技术爱好者和拥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人们之间的一种相互馈赠。

互联网开始进入商业化阶段后，内容和服务免费成为一种新的经营思路，它是“别有用心”的，即试图以免费带来流量与“眼球”，以换取可观的广告收入。虽然它带着商业上的良好构想，但是那是商业上的一个“理想环境”，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理想实验环境，在现实面前，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都会改变它的最终结果。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多数免费内容的提供者并不能完全收获自己所需要的回报。但由此培养起来的用户对免费的惯性，却成为后来的收费服务的一种重大障碍。

对于在免费的互联网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一批网民，要培养付费习惯，就犹如“由奢返俭难”。相反，年轻用户，特别是95后以下的网络原住民，更容易接受付费产品，在他们进入网络时，部分他们偏好的内容与服务已经开始收费，特别是游戏，这使他们的付费习惯从一开始就被培养起来。

年轻用户所偏好的游戏、音乐、影视剧、体育等内容，本身具有更强的支持收费的动因，明星效应等也会促进这一群体的在线付费。而这一群体的使用习惯，也会反过来巩固这些内容的收费制度。

根据腾讯企鹅智库2019年6月对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网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受访的购买过网络虚拟产品的用户中，有64.2%曾付费充值产品或APP会员，58.2%的用户为游戏或平台虚拟货币充值，超过35%的用户购买在线音乐、视频的使用权，30%左右的用户为在线小说读物或杂志等付费，30%左右用户购买了线上课程或讲座。
[1]



用户付费心理中的另一种动因，是情感动因。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在网络上发布付费新歌《说好不哭》，单曲价格为3元，上线不到两小时，单曲数字版销售总额突破一千万。对于很多周杰伦的粉丝来说，付费不仅是为了先听为快，更重要的是表达对偶像的致意和支持。

在面向自媒体时，这种动因也容易被激发出来。虽然很多自媒体生产的内容不如传统媒体那样专业，但用户之所以更愿意为自媒体打赏或付费，更多是出于情感上的支持。自媒体往往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使得它更具有“人”的色彩，而不是媒体的形象。很多用户的打赏，也包含对“人”的赞赏，而不仅仅是对内容的认可。

因此，用户对自媒体的付费，更像一种个人间的互惠行为。自媒体作者付出了时间与精力，贡献了智慧或观点，受益者以金钱作为回报，这也是为了未来能继续享受自媒体的成果。打赏这个词也很巧妙地把“要我给钱”变成“我要给钱”，使用户获得主动感，也把基于内容的交易变成了情感上的互动。

而对专业化的媒体，用户认为面对的是一个“单位”，他们的情感不太容易被激发出来，专业化的媒体虽然在内容生产上的成本远远高于自媒体，然而，对用户来说，那种成本是不可感知的，他们认为“理当如此”。即使媒体的内容水平很高，但因为没有带来新的增值体验，用户也难为此掏钱。

类似的，知识付费产品也容易打情感牌，特别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名人的付费课程。相比文字形式的知识传达，以声音或影像的方式形成的课程，可以使在知识背后隐藏的鲜活的个人浮现出来，知识课程不仅在卖知识，也在卖讲授者的个人魅力。

一些用户在直播时给主播的打赏，更为慷慨，打赏金额甚至动辄上万，这更是情感被充分调动起来的结果，这里面既有喜爱、欣赏、共鸣，也有群体氛围下的一时冲动或相互竞争。年轻用户尤其容易产生打赏的冲动。直播打赏将金钱变成礼物，并显示在直播屏幕上，这将打赏“可视化”、公开化，因此会带来更多的群体感染氛围。主播会对高级别的打赏者进行感谢，这些也都提升了打赏者的存在感与满足感。

因此，对网络付费产品的开发来说，不能只是从内容或服务本身的品质或价值进行考虑，还需要充分分析与付费相关的用户心理，包括个体自身的心理惯性、心理满足感、情感调动等因素，以及市场中某类产品的付费环境。

二、“有用性”与“易用性”：多种因素的权衡

用户的付费意愿当然不只是受情感与心理的因素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

这方面，技术接受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思路。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1989年美国学者福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提出的一个专门用于描述用户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模型。戴维斯在吸纳前人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基础上，提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用户的计算机系统接受行为的两类核心因素。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指用户使用系统后对其工作业绩的提高程度的判断，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则主要指用户对系统易于使用程度的期望，感知易用性本身会对感知有用性产生影响，而这两类因素共同影响用户针对系统使用的态度，进而影响行为意向以及最终实际系统使用行为。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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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技术接受模型（TAM）



资料来源：DAVIS F D.Perceived Usefulness，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MIS Quaterly，September 1989.

TAM模型推出之后，被很多研究者关注、借鉴并推广至其他领域，模型也在积极吸纳其他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演进扩展。2000年，文卡特斯（Venkatesh）和戴维斯在TAM模型的基础上形成了技术接受扩展模型（TAM2，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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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技术接受扩展模型（TAM 2）



资料来源：VENKATESH V，DAVIS F D.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J］.Management Science，2000，46（2）：186204.

参照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在知识付费方面用户的付费意愿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

（一）与知识付费中感知有用性相关的因素

TAM2模型将感知有用性的外部变量做了细分，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用户知识付费意愿的各种具体因素。


1.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的概念来自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指的是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对于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的态度或压力
[2]

 。

对于知识付费应用来说，主观规范因素要对付费行为产生正向的作用，依赖的是知识付费应用被广泛接受的大环境。

尽管互联网内容消费一直在免费与付费之间振荡，且免费始终占据上风，但近年来内容付费的气候也在逐渐形成。

这一方面是源于用户对“优质内容”的期待热情在上升。互联网从来不缺内容，但对那些唾手可得的、免费的内容，用户反而因其太容易获得而看轻其价值，鱼龙混杂的海量内容也容易淹没或稀释那些优质内容。近年来，很多内容生产者也在极力推动一种观念，优质内容应该有更高门槛，如需要付费。当用户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时，付费内容也就有了市场基础。

知识付费盛行的另一个基础，是急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害怕被时代抛下的焦虑，这种焦虑一定程度上也与工作领域知识的快速更新有关。花钱买知识，成为解除这种焦虑的一种方式。

主观规范也会转化为一种从众心理，因此，从众心理在网络付费应用方面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知识付费应用正是成功地搅动了人们的跟风心理。当别人都在花钱买知识时，一些原来并没有太多知识获取意愿的人，也可能会被感染，他们担心会落伍，或无法融入朋友的圈子。某些知识付费平台或应用，也可能为其用户群体成功地打上某种身份标签，使用这些平台或应用，也就意味着获得一种群体的归属感。

因此，当对知识更新的渴求越来越旺盛时，社会环境对于为知识付费的行为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压力也越来越大，对于个体来说，主观规范也就会越来越使他们感知知识付费应用的“有用性”，此外，它也会有助于提升使用者的形象，而强化他们对有用性的感知。


2.使用者形象


使用者形象（image）是指“使用某一创新产物之后对使用者个人形象或社会地位的提升程度”
[3]

 。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付费对于使用者形象的提升往往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在其发展初期。知识付费的早期采用者多是白领阶层，他们对知识付费的使用，不仅反映了群体本身的优越性，也树立了积极上进的良好形象。“知识”这样的标签，对于白领阶层的身份建构具有特别的意义。

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们的一种表演手段。一些人在知识付费平台订阅的内容，不一定真的是他们需要的知识，有些时候，是为了社交平台上的自我形象塑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拍”。但知识付费这个门槛比自拍门槛显然要高，需要付出金钱，加上与“知识”关联起来，因此，表演出来的效果似乎也会更“高大上”。罗振宇在2018跨年演讲中提到，硅谷一家著名的创业公司明确在它的招聘启事里说，如果应聘者在“得到”订阅过五个专栏，就可以直接进入面试。
[4]

 尽管这一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但它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知识付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身份的建构，也带有“面子”消费的色彩，这也正对应了“使用者形象”因素。

进一步，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今天，“欲望价值”正在替代“交换价值”，成为商品消费的主导型力量，对商品的需要（need）正在被对商品的想要（want）取代。那么，“网络知识付费”也在创生这样一种“知识拜物教”的情形：知识正在假装自己就是整个世界本身。
[5]

 这种知识拜物教在一些人群中盛行时，人们的形象与知识的关联，也就变得更为紧密，借助知识进行自我形象的美化，也就更为顺理成章。


3.工作相关性


工作相关性（job relevance）对人们感知新技术的有用性也有着显著作用。显然，知识付费也是一种很典型的与工作目标直接相关的应用。

在中国兴起的知识付费，之所以更多被白领阶层所接受，与他们的工作需求密切相关。处于急速变动的社会中，职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并不断提升自己，人们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罗振宇在2018年跨年演讲中的一段话，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焦虑，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人们更深的焦虑：“《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桃皇后说过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在我们这个地方，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之前，我们以为这是童话，2017年，才意识到这是现实。”
[6]



虽然付费从别人那里获得的知识，就像嚼别人嚼过的东西，如一些人说的并不那么有“营养”，但对于只需要了解知识变动的方向或知识基本意义的人来说，这仍然是有价值的。

从对人的作用机制来看，今天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类似“健身”机制，这些知识需要人们自己花费较大的时间与精力代价去获得、消化、吸收，转化为自身“机体”的一部分，它们会更深层地改变人的思想、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另一种类似“美颜”机制，就像美颜相机和滤镜一样，它们可以迅速地在外表上修饰人们，使他们脸上洋溢着知识的光亮，让他们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也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工作中所需要的新能力，人对这些知识的吸收往往也是表层的。后者往往是知识付费涉及的“知识”。从工作的相关性角度来看，这样的知识的确是可以快速起效的。


4.产出质量


人们不仅要考虑一种新技术应用与工作的相关性，还需要考虑这种新技术对于工作产出的质量（output quality）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对于知识付费应用来说，在初期，或许人们对产出质量不一定能做出准确判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会逐渐判断这些速食性知识在工作中起的作用会有多大，有些人可能看到了满意的成果而继续使用相关产品，也有人会因为成果不理想而放弃。


5.成果的可证性


成果的可证性（result demonstrability），强调的是采用某种技术后的成果是确定的。
[7]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清晰地判断，自己在工作的某些成果是来自于新技术的采用。

尽管对知识付费应用来说，确切地判断自己的工作成果是否来自于付费知识并不容易，但由于知识付费至少可以让人们了解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能跟上时代潮流，因此，在心理上，人们容易把工作的成果归因于知识的获得，特别是那些快速变化的行业的从业者。

（二）与知识付费中感知易用性相关的因素

在TAM模型中，易用性指技术使用的便利程度。

提供知识付费的平台自身的“易用性”会影响到服务的被接受程度。国内研究者以“得到”应用的用户评论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平台的可用性（平台是否能正常操作）和易用性（平台操作的方便程度）会对用户的使用满意度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用户对整个平台的评价。
[8]



“问答”等语音类应用带动了知识付费的流行，更说明了易用性的重要性。问答的方式，可以让使用知识的消费者直接提出自己的需求，这种精准匹配可以进一步减少用户的知识获得成本，而语音传播的特点，使这些应用更适用于伴随性场景，例如开车、睡前等，这也提升了其易用性，同时为这些场景赋予了附加价值。

但知识付费类应用的易用性，不应只考虑这些应用本身的使用便利度，更应该从知识消费的易用程度角度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知识获得的便利性正是目前知识付费类应用的重要卖点。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需要在海量知识中判断哪些是准确的、对自己有价值的，一些专门知识的理解也需要较高门槛，知识获取成本变高了，而他人代为选择、加工知识，至少降低了时间与精力成本，也使知识更易速成，尽管人们需要为此付出金钱代价，但这对于诸如白领这样的阶层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易用性也可以体现内容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以低成本获得高匹配度的内容，也是用户看重的。

以上从理论模型角度分析了影响用户的知识付费意愿的主要因素，当然，对不同用户，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会有所不同，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具体分析。国内有研究者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研究个体需求、信息质量、个体认知、主观规范、便利条件、替代品、经济因素对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们提出来的七个因素并不完全对应TAM模型，但可以看出，很多因素是相似的。其主要发现是，个体需求因素对知识付费意愿影响最大，知识付费用户最主要的需求是完成任务和获取专业知识，其次分别是兴趣爱好、自我提升、情感因素、节省时间与精力和社交需求。信息质量的相关因素对付费意愿的影响也十分关键，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感知内容质量，其次是平台质量和知识提供者。个体认知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需求重要度，其次是感知价值和免费价值观。主观规范方面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线下口碑，其次是线上评分和个人体验。便利条件方面最主要的考虑是操作过程的便利。从替代品角度看，当有免费的替代品这一选择时，相当多的用户会选择免费替代品。
[9]



对于用户意愿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知识付费比新闻资讯付费更容易得到认可，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用户使用知识付费的意愿也会有快速下降的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面子、跟风等心理会弱化，仅在心理层面激起人们的付费热情会越来越行不通。坚持下来的用户，其核心需求仍是知识内容本身，但水涨船高，当用户拥有了一定的新知识后，他们对于知识生产者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此外，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产出质量及成果的可证性不满意，那么热情也会下降。

对影响群体用户、个体用户知识付费意愿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化走向进行个性化的、前瞻性的分析，可以帮助知识付费平台的运营者不断调整产品的模式，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知识付费已经被证明可行，而在新媒体中，为新闻或资讯付费，仍然不能普遍推行。这与一般资讯给用户带来的心理满足有关，从TAM2模型角度看，目前在新媒体资讯付费方面，大市场环境是趋向免费的，主观规范也就难以对付费产生正向压力。而使用者形象方面，除了少数优质的财经类新闻内容外，一般资讯付费目前难以明确起到提升用户形象的作用。同样，在产出质量、成果的可证性等方面，一般资讯都难以实现知识付费那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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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媒介化的人

新媒体中的用户，也是被“媒介化”的人。新媒体所营造的时空，成为他们新的生存时空。他们以各种方式营造着自己的媒介化形态，为了在媒介时空中体现存在感，他们也可能会改变自己在现实时空的行为。现实化生存与媒介化生存两者互为映照，相互指涉，相互干扰。而数据、算法将人变成了可量化、可计算的对象，这也可以说是人的另一种媒介化。


第六章　现实时空与媒介化时空共同笼罩下的用户

进入网络时代，人们便体会到了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的时空感。人们既生活在现实时空里，又生活在媒介化的时空里，两者虽然有交叉，但并不等同，媒介化的时空也会不断对现实时空产生干扰。


第一节　碎片化的时间、交错的时间轴

移动互联网应用，既使得碎片化时间被利用，也把时间切割成碎片，各种不同起点与刻度的时间轴在用户那里被交错地联结在一起，某些时候也模糊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模糊了现实时间与媒介化时间的界限。

一、消失的黄金时段与碎片化的时间

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过去视听媒体看重的“黄金时段”概念被淡化。“黄金时段”的形成与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相关，也与大众传播相关。但是当移动传播将大众传播变成个性化传播，信息传播与信息消费都可以随时随地实现时，一切时间都有可能是黄金时间。对用户整体来说，原有的共同节奏将被打破。除非一些特殊时刻或特别事件，在日常情况下，像电视观众那样的有规律的统一行为在移动互联网中将越来越少见。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来说，无论是新闻阅读，还是社交或娱乐活动，都可能发生在各种零星的时间段、各种情境下。时段不再是他们使用网络的障碍。

以往媒体的黄金时段是用户行为共性的体现，它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约束用户的媒体惯性。而碎片化时间的利用，打破了媒体的惯性，它更多地体现了用户的个性与意志。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人们的个性化意志已经有了和专业媒体意志相抗衡的资本。

因此，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与服务来说，时间变量的影响将下降，而与时间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场景”变量，对于解释用户的需求与行为，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但移动互联网的另一个影响，是把人们的完整时间切割成碎片时间。越来越多的用户体会到，当移动终端在身边时，他们的注意力会被不断分散，在本应完整的工作或学习行为中，会不断地插入看新闻、刷微博微信等活动，人们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能力与效率不断下降。

移动终端的存在，也使得工作、生活中实时的反应成为“标配”，人们随时可能被召唤且需要做出实时的反应，否则就可能引来麻烦。而当人们疲于各种实时处理时，时间也就不免被碎片化。

因此，时间的碎片化，不仅是人们的媒介使用模式，也可能泛化为人们普遍的行为模式。

基于碎片化时间的行为，也往往带来思考与信息表达的碎片化，这也逐渐挑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不少人发现，写出大段的文字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碎片化思考与表达中不乏思维的火花，但这些火花多数难以转化成熊熊大火。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与沮丧的趋向，但无论如何，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媒介使用会导致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时间的碎片化已经变成一种媒介特性，它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以及表达形式的影响恐怕是多数人难以逃脱的。要减少碎片化，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移动终端的使用，如前文所说，“适度断连”。

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事件或活动时，大众媒体仍会通过直播等方式统一人们的行动——大家仍然会同时收看直播、参与互动。能唤起公共关注与行动的“媒体时间”在移动时代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从媒介仪式意义上理解，媒介时间已不仅是时间被售卖的经营管理模式，而是成为刻画文化记忆的一种方式。媒介时间的象征意涵，可以颠覆媒体时间被标准化、商品化的危险，赋予共同体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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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的“媒介时间”或许称作“媒体时间”更合适，因为，这样的时间是由大众传播媒体主导的。移动时代，对媒体时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标准化、商品化，更来自用户的分众化与个性化。正是因为用户对移动媒体使用时间越来越个性化、去统一化，保留作为公共纽带、公共仪式的必要的“媒体时间”，才变得更为重要。

二、私人的时间轴与公共的时间轴

除了媒体使用时间的个性化外，移动空间里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个用户都能形成私人化的时间轴，以此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与所闻所思，这种在时间轴上的独立地位也是个体成为网络节点后获得的，这也是用户自己营造的媒介化时间。

以往人们只能在论坛（包括新闻跟帖）等公共空间，在和别人混用的时间轴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印迹是有限的，它们只是一个个的“时间点”，而非“时间线”。个体很难用这样的离散的时间点去描绘完整的数字化生存的轨迹。

但在今天的移动社交或服务平台中，作为独立的节点的用户可以基于自己的账号建立自己的时间轴。

虚拟空间中私人化时间轴的建立，使得个体的现实生活在虚拟空间的“投影”有了更清晰的个人化坐标，个人的活动、事件和心情等，在这一私人的时间轴上被记录、保存。个人的生活碎片可以随时被捡拾起来，被“晾晒”，成为个体与他人的交流、分享的由头。个人化的时间轴将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在时间维度统一起来。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个人化的时间轴及其上面累积的内容，个体的独立存在感在提升。

每个个体的私人时间轴也会和他人的私人时间轴交织起来，如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但也可以在需要时被独立出来，人们也可以通过权限设置的方式使不同时间轴上的内容有所差异，形成面向“自我”的时间轴与面向社交的时间轴，两者之间也可以进行灵活切换。

人们可以在多个平台建立起多重时间轴，不同类型的活动与状态被刻录在不同的时间轴轨道上。多轨时间轴的混录共同构成了个人的生活轨迹，这也是现实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的混合轨迹。

私人化时间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公共时间轴上的话题与活动的注意力。但移动空间里仍然有一些公共的时间轴，例如在公共信息传播和公共交流平台里。它们代表着公共性的时间坐标，也是公共对话的基础。就像前文所说的“媒体时间”一样，如果移动平台里公共时间轴完全消失，那也会意味着公共交流的基础的丧失。

在每个个体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的时间轴的时候，如何让他们在一些时候将注意力重新投向公共时间轴，关注公共叙事，这也是对专业媒体和平台的一个挑战。

个体的时间轴与公共的时间轴，共同汇入到历史的书写中。个体的时间轴串联起了个人史，而无数个体的时间轴与公共的时间轴的汇聚，则构成了社会史的一部分。

三、实时与延时

移动互联网使得实时的信息和行为成为常态，但同时也会有延时的信息与行为，实时与延时的交叠，构成了移动媒体中的时间。

“实时”意味着几个对象之间的同步关系，在移动互联网中，实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通常所说的实时包括：与事实发生同步的实时传播、与信息传播同步的实时接收、各主体间同步的实时行动或互动等，这几者有时也会同时发生，有时则是分离的。同步也意味着现实时间与媒介时间的统一。

（一）实时带来的连接与仪式感

虽然在移动时代人们多数时候会以个性化的方式来使用移动媒介，沉浸在自己的时间坐标中，但有些时候，这也会使人们产生与他人及世界的疏离感，而一些实时活动，可以让人们之间的时间轴产生交叠，使人们更多关注彼此。对人与人的连接来说，“实时”方式仍是重要的。

时间距离的消失，有助于缩短人们的心理距离。实时观看更容易调动人们的在场感、参与感。同步的参与有时甚至会反过来改变事件的进程。多人的同步行动，更容易营造群体性氛围。这也是移动时代人们愿意观看直播的原因之一。

直播也常常与仪式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大众媒体的直播这样的“媒介事件”，还是今天普通人在各种直播间里的直播。而按照柯林斯的看法，多人同时聚集在一个场所并相互影响，人们的注意力放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分享共同的情绪或体验，是仪式形成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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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虚拟空间还做不到真实身体的在场，但“实时”“同步”收看，会营造出类似的效果。

因此，相比延时，实时能带来更强的连接感与仪式感，实时通常也需要更多的代价，例如为了实时收看而放弃其他一些事。但正是这种代价的付出代表了一种态度。

（二）实时的时间轴与延时的信息累积

对个体来说，他们的实时，主要是在社交账号中展现给外人的时间轴上的实时。

虽然记录与分享是在这个时间轴上的主要行为，但人们发布的信息未必都是实时发生的。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各种延时的信息放在实时的时间轴上，有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实时的活动可以分享，为了保存自己在社交平台时间轴上的持续存在感，需要从“存货”中寻找素材，有时则是人们有意想用延时信息伪装成实时信息，以形成某种表演效果。这种伪实时的信息，广泛地存在于个人的时间轴上。

在这个时间坐标上，他人可能与他在进行真正同步的行为，也可能以伪装实时的方式形成了虚拟的同步。

弹幕很多时候也是伪实时的，如研究者所分析，弹幕营造了一种无论何时点开视频，都观者如云的假象，它将视频时间伪装成真实时间，废黜并僭越了后者。仿真的时间无所谓过去或未来，只有现在，一切都向现在聚集。身处不同真实时间的用户，相聚在“现在”，并且以即时发送的弹幕来确认彼此的在场。
[3]



在每一个观看者的时间轴上，实时的和以往的弹幕共同累积起来，共同构成了实时互动的效果，虽然有些弹幕是伪实时的，但对于观看者来说，具有与实时互动同样的心理满足。这也是弹幕相比以前的评论区评论更能引发人们情绪的原因之一。

互联网也是一个时间的迷宫，过去的时间轴与现在的时间轴交错在一起，有时，当人们分不清时间轴的起点时，也可能会把以往发生的事，当成此时发生的事，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伪实时。

（三）实时回应或延时回应：社交策略新选择

从社交角度看，早期人们的互动，往往会在匿名还是实名的方面进行权衡。而今天人们的互动可以在实时（同步）与延时（异步）交流中切换，这为互动增加了一种新的策略选择。

实时回应还是延时回复，在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关系的发展阶段、关系性质等。

当人们处于关系的初建阶段时，往往会较快地对彼此的互动请求做出回应。但是，一旦关系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就可能渐渐减少实时的回应。

人们常常也会根据关系的性质来安排回应时间的优先级别。对于有利益关系的人，例如下级对上级、服务者对客户，常常需要实时做出回应，以减少可能的负面结果。亲密关系的人，因为较少顾虑，延时的互动反而是安全的，有时优先级别不一定最高。而对于关系不亲近、又没有太多利益关系的人，延时回应的风险也少，所以在互动的优先级别中一般会排在较低层。

实时或是延时回应有时也暗含着对互动对象的某种情绪与态度，有些情况下，人们即使有困难也要努力争取实时回应，而有些情况下，人们即使有时间实时回应也要拖成延时。

实时与延时回应，也与社交表演的难易度相关。当人们需要较多时间来进行后台的修饰、整理时，往往会采取延时策略。

四、单线程与多线程

当互联网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在网络中的生存还出现了另一个特点：多道任务的并发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常常处于“多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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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移动终端越来越“无所不能”而又随时可得，人们在同一时空里可以做的事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人在越来越多地应对“多线程”处理。移动终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一心二用”“一心三用”，就像计算机并行处理多道程序。

就像计算机在并发运行多道程序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样，人的处理器——大脑在多道任务中不断跳转进行处理时，也许同样会发生“内存”和“CPU”等资源不足甚至“死机”的现象。尽管看上去短期内有些用户的潜力会因此被进一步激发，但长期的多道并行处理，也可能会使用户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处理任务的效率反而下降，也可能导致人的记忆能力减弱。

《认知盈余》等书的作者克莱·舍基既是新媒体的研究者，也是新媒体方面的教授，但他近年来开始在自己的课堂上禁止使用电子产品，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结论称，多任务处理并不能锻炼出在多种任务之间切换的能力，经常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人难以选择到底该专注于哪个任务，效率反而可能下降。
[5]



多任务处理常常会带来信息过载。有神经学家指出，信息过载会触发大脑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6]

 还有记忆方面的专家指出，记忆需要固化才能转变成长期记忆，而固化会受到任务切换的影响。如果总是多任务处理，记忆固化就难以形成。
[7]



要对多任务处理对于人的大脑、心理以及完成任务效率等的影响做出明确判断，还有待更大规模、更深层的研究。但“多线程”“并发性”的行为特征，必将会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行为的常态。

保持单线程处理方式，对于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容易。

而对于信息和服务的提供者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在争夺某一时空下用户大脑的“多任务处理系统”中的有限资源，获得用户“脑力资源”的挑战变得更大。

五、当下与永恒

有时人们说，网络是有记忆的，有时又说，网络是没有记忆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它们可能都是成立的。前者主要指数据记录方面，而后者则指人的大脑与心理上。

（一）当下的表达、永恒的痕迹、模糊的记忆

对用户来说，以数据化方式生存意味着，他在网络中，既会存在于当下，也会存在于永恒。

一方面，用户可以在各种平台上，以实时的信息来宣示自己当下的存在。这既可以是他们各种行为的数据化，也可以是他们主动发布的内容。

人们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也是他们当下的情绪披露与宣泄，从“表演”的角度看，有些内容还来不及进行表演策略的修饰。它们表达了人在当下的需要，传达了此刻的情绪。

另一方面，由于数据保留的长期性，人们又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自己会长久甚至永久生存在虚拟空间的事实。

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指出，如今，遗忘已经变得昂贵而又困难，记忆反而变得便宜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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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记忆，指向的是数字化记录。

这样的数字化记忆并不只是自我记忆，它也会来自他人甚至社会，当人们在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检视自己在数字空间的行为与发布的内容时，有可能会后悔并试图抹去当初的痕迹，但是，这些信息可能已被某些平台、机构或个体永久记忆。而这些从个体“当下”信息中被提取的信息已经被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
[9]

 ，因此，它们对个体的记录与反映是片面的，甚至有时是对个体的曲解。

数字化信息在时间上的延续与在空间上的扩散，也可能带来永恒的圆形监狱。数字世界里个人的黑历史很难完全被抹去，个体间相互的监视、机构对个体的监视，也会因这些数字化记录变得更简单、持久。

再进一步，如英国电视剧《黑镜》所描述的，当用户数据丰富到足以还原其个性时，用数据来再造一个虚拟的个体，也未尝不可能，个体或许可以用数字化方式实现永生。第九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但这样的数字化记忆，并不等于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对于个体来说，这可能带来如舍恩伯格所说的，信任自己所记住的往事，将被信任自己的数字化记忆所体现的往事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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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以数字化记录方式实现的永久记忆，并非是全面的个人历史，而是有侧重的、片断的。虽然未来的技术有可能使得个体的数字化存在方式更为多样，甚至某些方面的记录，如消费、支付、运动、睡眠、健康等便于数据化的记录，可以做到非常完整，但是，人们在现实空间的个人化事件、精神活动等不易量化和数字化的信息，却并不会完整地映射或保存到数字化记忆中。即使这些内容被人们用数字化方式记录、分享，如发布在社交平台，这些内容总会有选择，适宜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内容往往是不涉及个人深层隐秘的，真正的个人隐秘更多地需要保存在人的大脑里。然而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记忆功能转移到外存，大脑记忆能力也可能会弱化，也可能意味着个人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模糊。

（二）流动的热点与难以凝固的记忆

虽然对个体来说，每一个当下的表达都有可能以数据的方式被各种平台记录成为难以抹去的痕迹，但是，另一方面，对社会群体来说，保持对一个事件或话题的持久关注并将之凝固在记忆里却并不容易。这种记忆不是信息的留存，而是头脑与心理上的。

虽然移动空间里时时刻刻都在涌现无数的信息，但绝大多数信息是转瞬即逝的，社交平台里也不时地会形成热点，但它们一波接一波不断涌动，每一个新的热点拍打来，旧的热点随即被淹没。

人们的注意力不断被一个个新的热点事件或话题牵引着，但人们之所以需要这些热点，并不一定总是出于对事件本身的关切，很多时候，是因为需要谈资、社交货币，需要融入群体。对热点的追逐，是“吃瓜群众”保持自身存在感与参与感的方式之一。当社会瞬息万变，大事小事起起落落，人们也在热议与遗忘之间不断切换。

在头脑里记忆难以留存，也是今天的人们面对海量信息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如果不随时清空大脑“内存”，新的信息就不能流入。在某些方面，今天人们的大脑更像电脑的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是临时性的存储空间，可以随时读写，存储速度很快，但一旦断电，保存的信息就消失。

在制造热点的内容生产者中，有一部分人，只是为了不断获得流量，所以他们也会随着用户关注点的变换不断改变自己生产的内容，而不会在一个话题上持续追踪、挖掘。即使有些内容生产者执著于某个话题，但用户注意力的迅速转移，也会让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引用了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泽斯拉夫·米洛什（Czeslaw Milosz）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
[11]

 ，波兹曼引用这句话是为了批评电视媒体信息传播模式带来的弊端，而今天，移动时空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更使得记忆变得困难。

虽然前面的章节也分析了互联网中的集体记忆，但相比网络中出现的信息和热点数量，能沉淀下来的记忆十分有限。且这些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迅速褪色，特别是事实本身的面貌越来越模糊，最后在集体记忆中多数只留下一些标签，或者已经脱离了语境的语词。与其说人们是对某些事件形成了记忆，不如说是对与之相关的某些标签或象征意义形成了记忆，有时这些记忆甚至离事实相去甚远。

当然，这里主要分析的是网络热点与群体性记忆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不存在群体性的记忆，对于人们参与程度很深的一些事件或一些网络空间，个体的、群体的记忆都是存在的。有学者曾研究了250余篇/节网友回忆277个消逝的网站的文章，其发现是，消逝的网站在网友记忆中是有生命的，而不仅仅是媒体或技术平台。网友在记忆中为消逝的网站立传，也以自传式记忆的方式回忆网络生活、友谊与青春。
[12]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互联网记忆很多时候是基于行动与实践的记忆，当某些网络空间或事件与人的生命历程相互嵌入时，记忆也会持久、深刻。前文所说的集体记忆，也有很多是基于集体行动的记忆。



注释：


[1]
 王润.作为现代性的媒介与时间：论媒介时间的三重面向与人的全面发展［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6）.


[2]
 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9-81.


[3]
 周晓萌，高鹏宇，秦瑜明.视频弹幕：一种后现代的文本漩涡：以Bilibili网站为例［J］.现代视听，2017（10）.


[4]
 线程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术语，指操作系统所处理的进程中的一个执行单元。多线程是指从软件或者硬件上实现多个线程并发执行的技术。


[5]
 纽约大学教授.为什么我禁止学生在上课时使用科技产品［EB/OL］.（2014-11-20）［2018-08-11］.http://learning.sohu.com/20141120/n406217981.shtml.


[6]
 信息超载与多任务处理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大脑的［EB/OL］.（2012-08-07）［2019-03-20］.http://www.199it.com/archives/61691.html.


[7]
 “多任务处理”不适合人脑［N］.广州日报，2012-05-20.


[8]
 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19.


[9]
 同①114.


[10]
 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50.


[11]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7.


[12]
 吴世文，杨国斌.追忆消逝的网站：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J］.国际新闻界，2018（4）.


第二节　流动的位置、交织的空间

从空间角度看，移动时代用户是在不断流动的空间中使用媒体，他们也处于交织的多重空间中。

一、新媒体用户空间：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的双重指向

在传播与空间的关系研究中，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Innis）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他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提到了传播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区分，也对古代传播与空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
[1]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对空间及其相关因素的重视，并非伊尼斯独有。在20世纪30年代前，许多西方学者研究的传播同时包含“信息交流”和“物理交通”双重涵义，“传播”与“交通”不分家。
[2]

 究其原因，主要是信息载体（如报纸等）需要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得以扩散，信息也才能得以传播。因此，在早期的传播研究中，空间以及相关的交通、运输等也是需要关注的要素。但那个时候重点关注的是信息传输、信息消费与空间的关系。

今天从信息传输环节看，数字化技术已经完全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数字传播的普及使得交通运输以及空间距离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显著下降，但是，在信息生产这个环节来看，空间对传播的影响并没消失。人在空间中的到达能力，仍然决定着某些类型的信息的生产（例如一些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人们在空间中的认知模式，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的选择与加工。

信息生产中的“社会场景”也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空间因素。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兴起后，一些研究者认为，电子媒介弱化了物质地点作为社会场景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但梅洛维茨认为，许多电子媒介也加强了讯息与物质地点联系的某些方面。例如，录音可以捕捉到录音时的空间环境的物理特征，电视采访中，采访空间这一物质地点也会成为一种公之于众的社会场景。
[3]

 移动时代，物质地点在社会场景中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回归。

今天用户也同时兼有生产者、传播者的角色，对信息生产与空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有媒体或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视角，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从用户这一侧来研究空间对其内容生产的影响。

对用户空间的研究，当然也需要关注空间因素与信息消费及其衍生行为（如社交）之间的关系。虽然信息传播的空间距离不再是障碍，但当“广播”式的传播转向个性化的传播时，空间要素，将体现为“精准的位置”和个人化的场景而非“距离”。

下文的研究，很多时候同时包括信息消费的空间和信息生产的空间，因为两者有时并不能绝对区分。

二、移动用户空间的流动性与私人化

移动互联网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传播的“追身性”，即在任何空间实现信息与服务的到达。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空间观改变，并不仅仅在这个方面。

（一）从“广播”的“大空间”向流动的“场景”的演变

移动传播时代，空间这一与用户属性相关的变量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其含义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

电台广播是一种传统的移动传播形式，它是点对面的、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的无差异传播，即在同一地域范围内，所有听众收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而这个地域范围，通常是很广的。在这个角度看，“广播”的含义是无差异的广域覆盖。

早期的手机传播，也是“广播”，地理空间是一个相对而言意义有限的变量。

移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兴起的LBS则正在改变这一状况，LBS的应用，意味着信息的更定向的发送，这种定向性可以精准到一个商场、一个咖啡馆，甚至每一个具体的位置。LBS技术的普遍应用将意味着，移动互联网不仅可以向移动状态的人们提供信息和服务，还可以向不同位置的人们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服务。它可以跟踪人们的移动轨迹，理解人们在不同位置的需求，把每一个位置作为向其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重要依据。

LBS的应用，也意味着现实空间人群的更有效的连接与互动。有了定位，人们可以对同一空间的人此刻在做什么有更多了解，也可以直接与在同一空间里的人产生联系。

LBS使市场细分中的“地理变量”即空间有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空间的流动性，一是空间的精准化。换句话说，以往媒体市场细分时只关注“大空间”，而移动互联网关注的是随时在变化的“微空间”。微空间的坐标成为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这个自变量发生的变化，包括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与它相关的“函数”（信息、服务、社区等）发生变化。当然，这种空间并非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概念，也是一种综合的场景。

第四章已经对场景的含义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虽然人们现在对场景的概念及认识并不能达成一致，但不同角度对场景的认识，都与时间、空间这两大因素有关。场景可以视作移动传播中一种新的时空描述维度，它也是移动产品的一个新的构成要素。

（二）从“共享媒体空间”向“私人媒体空间”的转换

媒体内容的消费，也对应着相应的媒体空间，即内容消费时一个终端所覆盖的空间范围。不同的媒体，其内容的消费所形成的空间特性也有所不同。

报纸的媒体空间一般是私人化的，因为一张报纸难以实现多人同时阅读。广播的空间则是公共性的或共享的。

电视更是会营造出共享性的媒体空间。电视在中国出现的早期，电视机只有少数家庭才能买得起，电视很多时候也成为共享的媒体资源，一家买电视一个院子的人同时看，在当年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即使电视后来普及到绝大多数家庭，电视仍然主要是放在客厅这样的家庭中的公共空间里。家庭成员会因为电视播放而聚集，特别是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时刻。有些家庭也会为争夺电视频道的控制权而产生矛盾，电视的控制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家庭内的地位。在一些公共场所，电视也能制造共同收视的效果。

在共享性的媒体空间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媒体在家庭或公共场所中也具有一种中心地位，它们不仅为同一空间的人制造了注意力焦点，也制造了共同交流的话题。

但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家庭里的公共媒体空间面临瓦解。即使有些家庭还保留着电视机，还会有部分成员看电视，但已经很难形成过去那样的统一行为，电视也不再是家庭媒体消费活动的中心。电视收看本身很多时候变成伴随性行为，而人们的手机成为个体的媒体中心，构成了一个私人化的媒体空间。有时，几个私人化空间会形成相互的干扰。当人们为了避免声音的干扰而戴上耳机时，这种私人化空间就会变得更为突出。

私人化媒体空间的形成，使得家庭内的交流模式产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依靠共享媒体的话题进行的交流会日趋减少，即使家庭成员间也会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一些内容，但这样的分享并不一定会带来有效的交流。

在公交、公共场所等公共空间或者聚会这样的公共场合，人们同样可能用移动终端来制造个人的媒体空间。虽然很多时候这意味着个体的自主性得到尊重，但是对于本应该是进行面对面交流的聚会来说，如果人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媒体空间，也会带来咫尺变天涯的距离感。

三、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界限的模糊

移动互联网应用也使得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这两个过去被认为是彼此分割、毫无关联的空间，在某些方面有了直接关联。在某些方面，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在模糊。

（一）现实空间属性向虚拟空间的渗透

在基于位置的技术（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的支持下，现实空间的位置属性可以直接映射到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的需求，也会随现实空间的位置变化而转换，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两者会越来越如影随形。

由此，虚拟世界里人们的互动也越来越多地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连接起来。过去人们在网络中的互动可以完全超越现实空间，网民只需要借助网络中的各种符号互动就可以实现“神交”，虚拟互动可能永远不会演变成现实互动。但是，LBS使得虚拟互动越来越多地由现实空间位置的邻近性引发，虚拟空间的互动成为现实空间互动的前奏。

当然，LBS类应用也把人们推到了新的风险中，虚拟空间的传播可能将现实空间位置这一在多数时候应该作为个人隐私存在的信息暴露无遗，这些信息一旦被滥用，人们的安全也就会受到威胁。

地图类的移动互联网产品，则是这方面更深层的应用。它的产品逻辑，完全是建立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位置的同一化这一基础上的。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与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的应用，也推动着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渗透。通过VR技术，现实空间的某些属性也可以进行虚拟还原，AR技术更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来营造虚拟空间。

从人际互动的角度看，基于VR/AR等技术实现的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模拟或还原，使计算机中介的互动也形成了仿真界面，这样的互动越来越接近面对面传播的效果。

2014年春天，Facebook收购了VR技术公司Oculus。之后，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E.Zuckerberg）多次表达了他将虚拟现实视为一个“社交平台”的观点，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一些用户的期待。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人们沉醉于虚拟化的生存与社交，在这个阶段的虚拟化，更多地体现为身份的虚拟性和互动方式的符号化，人们试图以身份的虚拟性来去除现实社会的约束，获得释放的快感。但VR和AR技术的出现，则强调通过虚拟技术获得的真实的感官体验以及真实的身体在场感。从社交角度看，相互的身体在场带来的陪伴感也会进一步增强。

这样的虚拟交流空间里，人们在以往符号化交流中损失掉的一些信息，如实体环境、空间关系、肢体语言（虽然在视频交流中它也存在，但有可能被掩饰）等，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拾，虽然其还原未必是完全准确的。这样的交流也要求交流双方的同步在场。这也意味着VR/AR社交对人们的“生理带宽”的占用是完全的，排他的。以往在虚拟空间中的“并发性”活动会受到影响，在特定时间，人们只能专注于一个VR或AR空间。VR/AR领域里应用的竞争，会变得异常激烈。

虽然目前基于VR/AR的社交产品并没有成熟，但是，从人的社交需求来看，这样一类平台的出现有足够的动力。

尽管相关技术在某些时候会带来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渗透，甚至在某些维度的同一化，但这种同一化也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会发生，有时人们仍会选择将两者区隔开来，因为两者捆绑过紧，会使人们失去自由与乐趣。在今天的技术下，人们也拥有了在多种空间中穿越的自由。

（二）现实空间在虚拟空间的“媒介化”

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映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被“媒介化”。

这样一种“媒介化”的一个基本表现是，人们往往会将现实中的空间变成在虚拟空间中传播的内容，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传播价值的视角来审视空间——它能否变成吸引人的照片或视频，人们也会越来越多地透过手机的取景框来看现实空间，取景框成为空间的媒介化的一个重要“隐喻”。

于是，当人们在某个空间时，对这个空间的需求，除了传统的需求外，常常还会加上“媒介化”及“创作”的需求。人们对现实空间的选择，在空间中的观察视角，以及对现实空间的解读，也总会基于创作方面的考量。

这样一种行为的普遍化，显然与社交平台的发展相关。人们在社交平台的分享，需要大量的视觉素材，特别是原创性内容，而与空间相关的内容，如自然风光、人文景点、活动场所等，是最容易引起他人兴趣的题材之一。

以图片、视频等方式变成了媒介传播内容的现实空间，一方面呈现着它自身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又被人们根据需要进行了加工，如剪裁、加滤镜等。

不同的人生活的空间不同，能到达的空间也不尽相同，人们在某些空间的到达，也是权力、能力、财富等的标志，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虚拟空间里基于空间的表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区隔甚至落差。虽然人们也可以伪装成到达了某些自己不能到达的地方，但这种伪装毕竟不能持久。

基于空间的自拍也成为人们社交表演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自拍，人们想体现自己在某个空间的“在场”，但由于专注于拍摄行为，人们实际上又会忽略现实空间里的活动，而形成一种在场的缺席。第七章将对此做进一步探讨。

人们在虚拟空间的生产与传播，也会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醒目度，有些空间成为“网红”并带来不断的打卡效应，因而变得更加醒目。这些空间也扮演起了一种连接的角色，将原本没有关系的人连接在一起，这既可能是在现实空间的共同打卡，也可能是在虚拟空间里的基于同一地点的内容汇聚。

保罗·C.亚当斯（Paul C.Adams）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里指出，媒介与空间或地方之间就是这种关系：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
[4]

 网民对空间的传播，更是将这种创造推向了新的高潮。

除了在虚拟空间里变成媒介化的内容外，现实空间的媒介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实空间中可以用于承载、传播信息的手段与形式越来越丰富，智能时代更是可能实现“万物皆媒”，这吻合研究者对空间媒介化的另一种界定，即人类通过不断发展传播媒介、创新媒介形式来拓展对实在空间的控制范围与控制力，从而在最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媒介连通。
[5]



四、“现场”与“在场”的重塑

现场与在场，也是与空间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移动时代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

（一）从“现场”到“在场”：移动直播改变的空间感

移动时代，新闻直播也必然流行。但移动时代的直播，并非电视直播的简单继承。对于用户来说，他们对移动直播的诉求，也会超越传统的“现场感”，而趋向新的“在场感”。


1.电视时代用于观看的“现场”


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其核心优势似乎在于对现场的再现能力，但事实上它们的兴起，却意味着观众对现场的一种脱离。

尽管电影、电视在视觉上传达了一定的“现场感”，但观众与现场的关系是基于二维画面的“观看”。摄像机的位置、视野与焦点，决定了观众对于现场的感知能力，相比真正的现场观察，这种能力显然是被削弱的。

电影、电视技术的不断成熟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它们传达的现场与真正的现场愈加分离的过程。在编导的意图、摄像的机位、导播的剪辑等作用之下，电影、电视中的现场变成了精心组织过的蒙太奇，变成了对现场元素与信息的一种挑选与再构造过程，而不是还原性呈现。

这样一种思维也直接体现在电视的现场直播中。一些重大政治、体育活动等事件的直播，甚至被称为一种“媒介事件”，一种电视仪式或“文化表演”。
[6]

 在这样的媒介事件中，电视直播的目的，更多地制造一种全民的仪式感，而并非反映现场感。

与“现场”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在场”。哲学意义上的“在场”是一个复杂、晦涩的概念，但今天这个词往往被通俗化地使用，这时“在场”即是指主体在场，也就是身体在事物发生、进行的现场。

以往的一些研究认为，相对文字符号而言，“图像作为言说符号就是视觉对世界的陷入，或者说，世界被陷入其中的视觉图像所言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图说’成了无可置疑的‘在场言说’，即视觉作为身体器官陷入世界之中而言说世界。由此，身体器官、图像符号和存在世界无缝对接、零距离触摸”
[7]

 。

但我们也意识到，在很多时候图像传达的并非是完全真实的现场。图像只是反映了世界的某个细微局部，当这个局部脱离原有的环境或者语境时，就会变成一种主观性传达，接受者从中获取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解读也是主观的。而电影、电视等影像更是通过画面的剪接，进一步赋予画面新的含义。

正是这些“技巧”或“艺术”使得“图说”的“在场感”变得不那么真切。对于观看者来说，他们与现场的关系，仍是旁观的关系，他们是被调度与被导演的。

因此，与其说传统媒体塑造了现场与在场感，不如说它们塑造的更多的是假托在现场上的视觉体验，这种体验未必与现场有关，观看者的“在场感”也是很不可靠的。


2.移动时代新闻直播中的“现场进入”与“在场感”


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不仅需要视觉体验，还需要亲临现场的真切感受，和“我在现场”的存在感。移动互联网及直播技术为媒体用户“进入”重大新闻事件现场提供了可能，形成了更广泛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感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场个体的存在感与主观视角。

移动直播为在场者创造了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在场感”。在传统的电视直播里，除非是事件中特别重要的主角，其他参与者通常都只会作为背景出现。他们虽然在场，但却没有留下在场的痕迹。偶尔能在一个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中露一个脸，也许能成为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荣耀和谈资。

但在新媒体时代，技术促进了人们对自我存在感的追求，自拍便是普通人体现其存在感的最基本方式。也因此，智能手机兴起以来，自拍一直是最热门的应用之一。

即使在重大的事件中，在场的人也不再满足于作为这个事件的一个旁观者或事件的记录者，不满足于作为事件的一个背景元素存在。他们开始更强调“我在现场”，我是主角。

图6-1中的三幅画面形象地展示了新闻现场中的普通人的角色演变过程。第一幅图显示的是2005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葬礼情景。那时智能手机尚未进入公众应用领域，而这个事件本身的性质也使得参与者在现场保持着静默，在这幅新闻照片里，所有的普通参与者都只是一种背景。第二幅图呈现的则是8年后的全新情景。这一次事件是罗马教皇弗朗西斯一世的就职典礼，这时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开始普及，所有在场者都举起了手机、平板电脑，记录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可以想象，其中不少照片会被分享到社交平台，此时人们更多的是通过记录事件来展示自我存在。第三幅画面则让我们看到了从“现场”到“在场”的一个飞跃：在2016年美国大选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现场，所有在场的普通人将手机对准了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主角的希拉里反而成为背景。虽然人们是用背对希拉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她的支持，但自拍这一动作也是人们体现自我存在感的方式。

[image: ]
图6-1　几次重大事件中的现场



资料来源：2005、2013年的图片出处为：http://findwise.com/blog/tag/information-retrieval-2/；2016年的图片出处为https://www.sohu.com/a/115189372_162238。

对于新闻事件或现场中的普通参与者来说，媒介事件的仪式感、呈现模式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处其中。

目前普通人的网络直播靠的是单一的手机拍摄视角，虽然并不能立体地呈现全部现场，甚至相比电影、电视的画面，视角要狭小很多，但是，它在一定意义上去除了媒体（导演、摄像等）的视角，观看者通过直播者的视角看现场，直播者的体验传递给了观看者。如果未来在直播中应用带摄像功能的智能眼镜，则将带来更真切的“第一人称视角”。

对于观看者而言，网络视频直播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二维平面这样一个观看前提，但是，借助那些普通的在场者，他们的进入感和在场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

那些身在现场中的普通人，基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不像专业媒体那样追求报道的客观性，他们的记录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随意性。但这种主观视角可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过去媒体报道带来的与现场的“疏离感”。如果现场记录者足够多，那么，不同的视角也可能形成相互补充。

但毕竟，这样的主观视角的记录，对于客观、全面反映一个事件的全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媒体人的在场，仍是必需的。

其二是“现场”中的幕后感。

电视直播呈现给观众的往往是精心加工与修饰的“台前”，而来自新闻现场的普通人的网络直播更有可能传达被媒体忽略或极力掩饰的“幕后”。

这种“幕后感”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在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会聚焦于那些重要的主题或角度，例如一个盛大庆典活动中，媒体只呈现出庆典本身，普通人则可以记录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准备、等待、结束之后等。被媒体报道排斥在外看上去“不重要”的时段、场景，构成了事件的“幕后”。

另一方面，一些普通人在新闻现场里处于媒体报道的“盲区”或者有意遮掩之处，他们记录的这些区域发生的事，对于观看者来说，也是“幕后”。

与“台前”那些光鲜亮丽、完美的表现不同，“幕后”的人可能更为真实，幕后的细节可能会反映出事件更耐人寻味的一面，对于熟悉了媒体套路的观众来说，有时反而是幕后的内容更有“信息量”。

2018年“两会”期间，在部长通道的记者问答环节因不满某位红衣女记者的提问方式而翻白眼的“蓝衣女”，正是电视镜头不小心透露的“后台”信息。在过去的电视直播中，类似这样的画面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当这个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对电视导播的操作提出了质疑。但也正是这样的后台信息，展现了某种过去在电视屏幕上难以看到的冲突。

幕后的内容，也可以让观看者感觉置身于现场，产生在场感。

而对记录者来说，传达这种幕后感，不仅可以证明“我在现场”，也在证明记录者的某些特殊位置，例如，如果能拍到一个演出场合明星的后台表现，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的场合接触到明星。

今天很多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也进入网络直播的领域，希望在媒体驾轻就熟的新闻直播中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如果媒体的网络新闻直播，只是把过去的电视直播小屏化、轻量化，而不能传达出用户所期待的原生态的现场感和人们的在场感，那这样的直播，即使投入资源再丰富，制作再精良，恐怕也难以完全满足网民的需求。

（二）更真实抑或更虚拟：VR/AR创造的“现场”与“在场”

除了直播外，移动互联网时代，对“现场”与“在场”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技术方向是VR和AR技术。


1.从心理性“在场感”到身体性“在场”


尽管网络直播追求现场进入和在场感，但由于表现形式的限制，它对现场的传达仍是有限的，观看者的在场感仍然是心理或注意力层面的在场，但VR体验则让观看者在三维空间里直接“到达”现场，360度沉浸于现场，实现了“身体性在场”。

VR可以创造两种现场，一种是用数字化影像方式还原现实的三维现场，一种是数字化信息模拟的三维环境。从新闻表现的角度来看，前者应是未来的主流。

依托VR技术进入到真实的现场，除了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外，还会意味着，“你所见即是你所得”。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视角，从现场发现更多的个人兴趣点，而较少受到传统电视直播的摄像、导播视角的限制。他们对于现场的理解与认知，也是基于他们从现场观察中所获得的信息。

AR带来的是另一个方向的效果。VR技术让人们从此刻存在的空间脱离，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新空间。而AR则是在现实环境中增加虚拟的信息，在很多时候这些虚拟信息也是三维立体的，与现实环境融为一体。它的目标是丰富人们在场的环境，或者提高人们对现实环境的感知能力。

虽然方向不一样，但VR和AR技术都会带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同一化。两种情形下，人们在身体上都有同时位于两种空间的体验。


2.增强的真实感与难辨的真实性


VR/AR创造的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新关系，使得“真实”这一概念也会受到动摇。

一方面，无论是还原还是模拟现实环境，VR都可以带来更强的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效果，也就是说，从体验角度看，真实感大多时候是被增强了。

另一方面，更强的真实感却不等同于更强的真实性。

如果用VR技术来还原现场，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要完全还原现实也存在着一些障碍，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机位选择、拍摄范围等因素，因此，它也仍然是一种选择性还原，未必能真实反映事物的全貌，但它的真实感却可能给人以真实性的错觉。

如果用VR来模拟三维现场，技术也许可以营造出逼真的模拟效果，那便会意味着虚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模糊，某些时候真假更难区分。

同样，AR技术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环境的认识与判断。就像2016年杭州G20峰会文艺表演中加入AR效果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一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舞者，让人眼花缭乱，真假莫辨。

因此，在新闻领域应用这些技术时，新闻的真实性会受到新的干扰。即使身临其境，人们的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就像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一样，VR/AR技术也可能被用于篡改事实。技术在帮助我们拥有越来越强的完整还原现场与事实的能力的同时，又给我们在辨别事实真相方面制造了更高难度的挑战。

我们还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满足于真实感的体验时，还会继续对真实性的坚持吗？这不仅涉及个别新闻的真实性层面，也涉及未来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反问自己，在未来，虚拟世界可能同样是现实的，那么，“真实存在”是否一定得是物理性的存在？虚拟世界创造的环境，如果成为一个事件或对象的必要构成要素，例如AR与现实环境交织形成的某些场景或事件，那么它们是否应该成为真实存在的一部分？体验的真实感，是否也可以作为真实性的一种表现方式？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将随着相关技术的深层应用慢慢浮出。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一个新的虚拟与现实界限模糊的时代，以往的某些经验必然会受到挑战。

（三）既在场，又不在场：社会资本导向下的“在场”策略

无论是心理性的在场，还是身体性的在场，无疑，移动互联网带来更强的“在场能力”和“在场感”，也赋予了人们对于在场与缺席的控制能力。

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虽然不在某个现场，但借助移动工具通过虚拟空间，以直播、VR/AR或文字的方式参与现场活动，可谓“缺席的在场”——缺席但试图在场，尽管这也是一种心理性的在场。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虽然身在某个现场，但通过移动终端转移到虚拟空间，仿佛已从现场逃离，可谓“在场的缺席”——在场却试图缺席。

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人在两种空间里穿越或对两种空间的控制能力，因移动互联网而增强。

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珍惜现实的在场，却舍近求远地追求虚拟的在场感或在场，原因何在？

这种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之一也许是社会资本角度的考量。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投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要稳固关系，使其成为可靠的资源。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
[8]



虚拟空间中的各种“在场感”或“在场”，很多时候也是与社会资本相关的一种投资策略，在不同的“现场”中切换，对那些有价值的社交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呈现自己“在场”，这些策略可能有助于获得所需的报偿，或者关系的积累。

从投资角度，人们总会倾向于较少投入而获得更多回报。所以就像雪莉·特克尔所说，人们总是会选择他人对自己的实用性部分去接触
[9]

 ，“在场”或“不在场”的选择，正是基于社会资本回报所做的选择性接触。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准确估算出可能得到的回报，所以也会有失算的时候。而过于急功近利的行为也未必能实现布尔迪厄说的可长期维持的、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人们可能得到的只是一次性的资源，而非长期的资本。

当人们总是从社会资本角度去权衡社会关系及互动策略时，也可能会失去一些情感性关系，如真正的朋友。

（四）从参与、分享到“在场”：移动时代的认识论

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们“在场”策略背后的调节因素，而从媒介发展角度看，今天人们追求“在场”，在一定程度上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认识论”相关。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里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种媒介会带来一种认识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媒介特有的文化。在他看来，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人们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10]

 。这样一个由印刷机统治的时代，他称之为“阐释时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
[11]

 。而电视媒介带来的是娱乐时代，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不管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娱乐
[12]

 。

作为一种全新的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当普通用户拥有了记录与传播的可能时，互联网显然也带来了新的认识论。这种新认识论的一个起点是个体与媒介的关系的本质变化，个体不再是媒介的被动使用者，而是更多追求成为生产者甚至主角。

参与、分享成为互联网认识论的核心。当社会化媒体成为公共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时，每个用户变成了公共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就意味着个体在媒体中获得全新的角色与权力。参与和分享成为体现个体价值的基本要素，因而也成为互联网认识论的主要导向，以及网络文化的基本特质。

参与和分享，是彰显个体的存在感与价值的手段，也是建构自我形象以及与他人建立关系的“道具”。相应的，媒体不再只是人们用来认识世界的一种渠道，也是用来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认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渠道。

而从参与、分享到今天的追求在场，这是移动时代认识论的一个新变化。这当然主要归功于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基于它的各种创新性应用。个体与新闻事件及媒体的关系，从“我要记录”“我要分享”发展为“我在现场”“要记录我”。个体在社交互动中的自我形象塑造，也越来越多地基于各种现场、各式各样的个人化“表演”。

移动时代的新认识论，同样不像印刷媒体时代那样强调逻辑、阐释与理性能力，它甚至推动了电视时代的娱乐文化的泛化，参与、分享、在场，也成为娱乐的一种方式。它带来的情绪化、碎片化传播等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每一种革命性的媒介和新的信息形态必然会有不同的媒介文化，也会带来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变化，对于移动时代的认识论，也许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进化或退化来界定，更不应简单地拿以往的或现有的经验作对照去评判。但我们也需要对其中一些倾向保持警惕，更需要有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能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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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7-95.


[2]
 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J］.国际新闻界，2019（7）.


[3]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16-117.


[4]
 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J］.国际新闻界，2019（7）.


[5]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5）.


[6]
 戴扬，卡茨.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


[7]
 赵宪章.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J］.中国社会科学，2013（6）.


[8]
 卜长莉.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性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4（6）.


[9]
 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65-166.


[10]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7.


[11]
 同②83.


[12]
 同②114.


第七章　新媒体用户的“表演”与“媒介化”生存

表演是社交互动的本质之一。作为节点的新媒体用户，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也有了自拍、美图、表情包、视频、红包等各种新的表演手段，借助这些手段，他们在新媒体中的存在感也可能因此而提升。

以上这些表演手段，也促进了人们的“媒介化”生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以媒介中的存在感为目标，现实生活变成了媒介表演中的剧目或道具，在自拍、美图和网络视频中这体现得尤为突出。现实中的生活与网络中的分享，其因果关系也有可能被颠倒。原本生活是因、分享是果，但在有些人那里变成了分享是因、生活是果——为了分享而设计、制造生活。人们也会更在意“观众们”对自己的表演的反应，社交关系对个体自我建构、自我认同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

媒介化生存，也是人们的现实自我在某个维度的网络镜像，这些镜像虽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原样映照，但都有现实自我的影子，它们也会对现实自我产生反作用。它们的背后也时时闪现着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群体文化、阶层属性和特定的社会阶段等大背景。


第一节　自拍：一种纠结的“自我技术”

英文的自拍一词为“selfie”，它最早出现在2002年澳大利亚一个互联网论坛上，当时它是一种网络语言，经常在网络博客中用于表述上载拍摄自己的照片这一行为。2012年11月，英国牛津字典将自拍（Selfie）选为年度风云字。
[1]



从1839年化学家罗伯特·科尼利厄斯（Robert Cornelius）拍出人类第一张自拍开始，自拍便成为了一种特别的个人影像记录方式。但在此后1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只是少数艺术家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普通人很难问津。而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自拍的意义，也从艺术走向了更日常的个体表达。

自拍这样一种新媒体时代的行为，是如何折射着人们的自我？自拍这样一种看似可以自由控制的技术，是否真的能实现自我的自主建构？这些问题，将是本节的主要研究目标。

今天我们常说的自拍主要是指通过智能手机、网络摄像头等拍摄自我形象并上传到社交网站的行为。这里说的自我形象的拍摄，既包括人们自己手持设备进行的自拍，也包括被拍者操控他人完成的自我拍摄——虽然设备在他人手上，但被拍摄者占据了主导权，所以它也是一种自拍行为。是否在社交平台分享，也是界定今天的自拍行为的一个核心要素，这是新媒体时代的自拍区别于传统自拍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手机自拍出现之前通过相机完成的传统自拍，与今天的自拍有很多不同，不是本节重点研究的对象，但其中与新媒体时代自拍相关的心理与文化现象，在下文中也会有所涉及。

一、从书写到自拍：“自我技术”的演进

自拍，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自我技术”的一种新应用方式。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技术有四种：生产技术使我们能生产、转换或操纵事物；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权力技术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也就是使主体客体化；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自身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2]

 权力技术也可以说是一种支配技术（technologies of domination）。支配技术通过运用规训权力来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定义与控制，使其服从并达到一定的目的，从而使个体过上有益的、温顺的实践生活。在福柯看来，自我是通过支配技术（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共同作用所建构的结果。
[3]



福柯还指出，自我技术，是存在于一切文明中的对个体进行建议或规定的一系列措施，为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
[4]



早期的福柯将研究重心放在权力技术及其规训方面，而后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我技术。福柯认为，“自我关注”和“自我技术”的历史，将是研究主体性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是在我们文化中去理顺和改变“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及技术装备和知识效应。
[5]

 但福柯研究的自我技术主要是古希腊时期的，他指出，古典时期自我技术有几种主要方式：给朋友的信与自我揭示、对自我与良知的审察、自我修炼、梦的解析。
[6]

 研究者指出，福柯眼中古希腊的自我技术的应用，是一种自由的践行，人们对自己的欲望的控制是自主的，在这种自我控制中，人们获得了自由：对欲望和快感的自由，自我没有成为欲望和快感的奴隶，相反成为了它们的主人。
[7]



福柯对古希腊时期自我技术的关注，更多的是看重“自我技术”的伦理目的。借助于“自我技术”的实践活动，福柯最终实现了真理和伦理的沟通。
[8]

 福柯设想个体通过“自我的技术”构成为主体，也就是说“自我”能够是“自我构成”，而不仅是“被构成”的，因而“自我的技术”对个体的自我创造就十分重要。
[9]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保持古希腊人的自我审视和自我修炼，但新媒体技术作为新的“自我技术”，给了人们新的自我关注与自我创造可能，也在重新定义与自我的关系。今天的自我技术，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古典时期的自我技术，因此，我们对“自我技术”的研究，也不应囿于福柯的思路。

作为今天最直接的自我表达手段之一，自拍可以彰显个体的在场感，也可以用看似自主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实现自我认同，但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个体意识的提升？个体是否由此可以真正实现“自我构成”，而非“被构成的”？答案未必那么简单。

新媒体时代的自我技术不仅推动了个体的“自我关注”意识，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自我关注置于前所未有的互动环境中，人们每一种自我呈现与表达，都可能被其互动环境所监视、评价，这些反馈随时会反弹回个体。研究这样一种互动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存在感、自我评价、自我建构及自我认同的，是研究包括自拍在内的新的自我技术的一个重要角度。

二、自拍与“在场”：“我拍故我在”？

从技术上来说，自拍可以通过“在场”来强化人们的自我存在感和自我表达意识，对此，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我拍故我在”。但“我拍”果真一定会带来“我在”吗？

（一）在场或缺席？

在一定意义上，自拍的确是个体自我意识增强的体现，人们开始试图挣脱外在的摆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同时，以昭示在某种现实空间中自己的身体“在场”，来彰显其存在感。

在以往的大众媒体中，普通公众极少有机会成为报道的对象，即使他们身处媒体报道下的各种活动中，基本上也是以人肉背景存在。哪怕他们成为了采访对象，也只是“路人甲”或“路人乙”。

新媒体不仅给予每个人麦克风，也给了每个人独自表演的舞台，每个人成为主角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任何的空间和活动都可能成为表演的舞台或背景，而自拍是最简单直接的表演方式，也没有任何门槛。自拍无需借助外力，因而可以随时随地实现。人们可以根据需要不断调整角度和表情，以求获得更好的表现效果。各种社交平台的“自媒体”，让他们的这种存在有了“告知”的渠道。

尽管新媒体给了人们“虚拟在场”的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实现“无所不在”，但自拍这样的证实自己身体在场的方式，仍然必要，甚至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身体在场的背后，暗含着某种可以炫耀的能力或资本。

在完成一个有难度甚至挑战自我的行动中的自拍，记录了人们的征服过程，展现了人们的能力与勇气。

在一个重要或规格很高的活动场合的自拍，可以证明自己拥有进入这个活动的资本，或者炫耀作为亲历者的自豪。

与明星、大佬的自拍合影，不仅是作为粉丝的荣耀，也是与明星亲密关系的证据，日后也可能成为获得新资源的资本。

在各种旅游景点特别是国外的旅游景点的自拍，暗示着自己有钱有闲有品质的生活。而旅游景点的“级别”，甚至暗示着自拍者的经济实力与所属阶层。

以美食和自然为背景的自拍，是最常见的自拍场景，其代价相对最低，但同样可以展现生活品质。

自拍的另一种用处，是不在现场也能制造出在场的效果。通过拍摄角度、道具、后期修图等辅助，人们可以假装在某个现场。在场的那些心理满足，同样可以通过假装在场的方式获得。

自拍看上去强调了“我的在场”感，但另一方面，它却可能将自拍者的注意力从真实的现场转移开。为了自拍，人们不断地盯着手机屏幕，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情、拍摄的角度，而这往往削弱了他们对现场真正的感受、体验或参与。在博物馆、旅游景点、会议等现场，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因自拍而失去对环境观察导致的悲剧事件，如失足身亡，也时有发生。因此，所谓的在场只是影像化的、数字化的，人们呈现自己的在场，更多的是为了在社交平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真正的现场，反而可能呈现一种“缺席”状态。

在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中，这种情形也屡见不鲜，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自拍上，却没时间真正交流。

美国学者戈夫曼认为，要使我们的工作戏剧化，需要把不可见的成本变成看得见的，但人们常常会因此陷入表达与行动对峙（versus）的困境之中，那些有时间和才能把某项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对峙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其出色的工作表现出来。
[10]

 自拍者往往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表演某种参与或某种工作时，他们反而失去了真正的参与或在工作中的投入。

为证明身体在场，却造就了某种意义上的“缺席”。这是移动时代的一种空间悖论。

在社交圈发自拍照，也是强调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在场”。即使自拍照不完美，甚至某些时候是扭曲的，但作为一种自主的自我展现方式，也可能会引发他人的关注。

对某些人来说，这甚至变成了一种仪式，有些人会每天都履行这一仪式。但是当人们对这种仪式熟视无睹时，这种仪式也就退化为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行为艺术，甚至可能引发他人的负面情绪，被人“拉黑”。强调自己在社交圈的“在场”，最终在他人眼里成为一种可以自动无视、屏蔽的背景，在场却消失，这是另一种悖论。

用自拍来宣告自己的在场，看上去是自主的，但一旦放在社交平台上，它就会受到社会互动环境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要花很大的力气甚至代价以自拍方式显示自己的在场或者假装在现场，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他的在场，如果他人看不到或者无视，这种在场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场地”的选择、表情与姿态的设计、拍摄与发布时间的选择等，大多都会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自拍中真正“在场”的，不仅有个体的身体与“自我意识”，还有个体从他者角度进行的自我审查与评价，尽管这种审查与评价未必是准确的，但它时时会起到干扰作用。因此，自拍中表现出来的“在场”方式，常常也是被环境与他人建构的。

（二）作为政治手段的在场

个体的在场，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政治手段。

图7-1展示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中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选民背对希拉里进行自拍的这一情景，不仅被当作移动时代用户自我存在感觉醒的一个象征，也有另一种解读，即选民们通过背对（turn their backs on）希拉里合影自拍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希拉里的“支持”（back）。

[image: ]
图7-1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选民的自拍场景



资料来源：https://www.sohu.com/a/115189372_162238.

对普通个体来说，自拍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个人态度与“姿态”的显现，可以成为表达甚至抗争的手段，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行动中。通过公共行动中的自拍照及其分享，个体可以更充分地呈现自己在公共空间的在场及其态度。

从政治表达的角度来看，身体在场往往成为一种必须。但这种身体在场所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有时还伴随着风险甚至是危险，也正是这种身体在场的风险凸显了抗争的意志。

对于普通个体来说，自拍要成为一种抗争手段，往往需要与他人的行动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定的规模，集体性的在场比个体在场更有力量。

当然，个体自拍的政治力量并不一定要通过社会抗争行动来体现，事实上，随时随地发生的自拍行为以及社交媒体上无所不在的自拍照，便挑战着传统媒体中只充斥着政治人物或其他公众人物照片的旧有传播模式，这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意味。研究伊朗社交媒体政治的学者尼加尔·莫塔赫（Negar Mottahedeh）在2015年指出，自拍所展示的寻常肉身一旦通过社交网络汇聚成众，就挑战了以领袖、君主身体为偶像的英雄式历史观，以及包括控制、资本、艺术、城市设计、版权乃至隐私权在内的种种观念。自拍制造团结的关键在于，图像被紧紧嵌入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网络之中——通过“标签”功能，用户将一张自拍和社交网络上的其他自拍、其他文本与视觉内容连接在一起，从而获得病毒式传播，成为改变世界的集体力量。
[11]

 而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普通个体表现自己在场的自拍照，或许会使这些重大事件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图景变得更丰富，突破传统媒体报道的局限，一些普通个体也有可能留存于公共历史的记忆中。

对政治人物来说，自拍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个人形象塑造策略。奥巴马、希拉里等，都喜欢以自拍来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或亲民形象。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喜欢自拍的政界要人。他们的自拍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外交手段。政治家们自拍的一个常见的策略是，通过与平民的自拍，来显示自己在平民社会的“在场”，以拉近与平民的心理距离。

当然，无论是普通个体还是政治人物，这些在场能否真正产生意义，仍然需要他人的评判。特别是对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精心设计的某些自拍照，如果其中的作秀成分被人们嗅出，他们在场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

三、自拍与自我建构：“三重自我”的调和与冲突

自拍强调的“在场感”，不仅仅是为了“存在感”，也是为了社会互动环境中自我形象的建构，也如戈夫曼所说的社会性表演。

（一）社会性表演与三重“自我建构”

网络中的表演手段很多，但文字这样的传统的表演手段，具有多义性，在形象塑造上，未必总能如愿，有时甚至效果适得其反。让自己的形象成为表演手段，有时更为直接、有效，也吻合了这个“颜值即正义”时代人们“看脸”的需求。

通过自拍完成社会性表演或印象管理，往往会考虑以下几种要素的选择：

自身形象：包括脸部表情、身体姿态、化妆、服饰等。

合拍对象：能一起进行自拍的合拍对象，往往是关系较亲密的，或者自拍这个行动便传达了彼此对拉近关系的意愿。当然，也有些时候，合拍对象是被强迫的，是被自拍者利用的“道具”。

时间：这既包括自拍本身的时间，也包括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时间。两者有时并非是一致的，发布的时间选择，也是表演策略的一部分。

环境：拍摄地点、空间环境等，这也是表演的前台。

其他道具：道具不仅可以为表演带来更丰富的内涵，也可以成为表演的延伸。某些时候，仅仅拍摄这些道具，如自己做的美食，自己的手工作品等，也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自拍”。

作为表演或印象管理的一种方式，自拍既在传达自拍者对自我形象塑造的意愿，也在通过别人对自拍照的评价，在与他人的关系（包括群体的关系）中，来评估自我及其社会关系。因此，自拍反映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过程，这种过程并非封闭的，而是在社交平台上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实现的。

第三章提到了自我建构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三重自我建构的关系。国外学者戴娜·博伊德（D.Boyd）认为，自拍可被视为印象管理的一种，它包括身份认同的三个方面：第一，我所理解的真实的自我；第二，我认为的他人的眼光；第三，在他人眼中，我希望被如何看待。
[12]

 尽管她所说的三个方面与三重自我建构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但它们也与三重自我建构相关。

自拍及晒自拍照的行为，是三重自我相互观照、相互博弈的过程。人们首先通过自拍来塑造“个体自我”，然后在社交平台上，通过晒自拍照来进行“关系自我”或“集体自我”的构建，寻求“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方面的积极回馈，但是，社交平台上亲密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反馈，未必总是对个体塑造的自我的肯定，反而可能是负面的评价，这时个体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调整，例如删除自拍照或调整自拍策略等，来改善“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形象。在这个“展示—获得反馈—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个体在不断地试图调和三重自我的关系。

自拍及晒自拍照，也为个体对自己社交对象的关系属性或亲密程度进行判断提供了一种中介，其依据往往是他人对自拍照的反应和评价。

研究者祁林认为，自拍技术的便捷性能轻易地让日常生活中的“我”进入“审美”状态并获得他人的认同，这种认同会给主体形成“暂时性的偶像感”。自拍出来的个人肖像照片就是一种个人身体的美学化，并就此建构了一种“仿拟（simulation）的主体”，即依据观念运用技术生产出来的“符号主体”。在真正的社会互动中，这样的主体比肉身的主体还要真实——无论它是被自我认知，还是被他者认可。整个自拍行为的结构生产了两种主体：一是自拍仪式过程中的自拍者，二是愿意回应和配合自拍者的仪式参与主体。这两类主体共同形成一个网络社区，即一个所谓的“自己人”的圈子。围绕自拍行为产生的圈子，成为了一种拒斥性认同的社区，即社区主体是通过共同排斥、抗拒某些价值因素，形成相似的心理趋同，进而产生相应的身份认同。
[13]

 祁林既注意到了自拍对个体形象建构的意义，又进一步将这种自我建构置于“社区”的环境下，社区认同是自拍的一种目标，也反过来检验了其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而这也暗合了自我建构研究中“三重自我”的框架。

自拍所带来的关系区分并非一定能上升到这样的“社区认同”高度，它所带来的“自己人”的圈子也是流动而非稳定的。不过，晒自拍的确带来了暗中进行关系识别或筛选的过程，正是通过对点赞或不点赞行为的观察，对他人评论的内容的分析，个体逐步将圈子里的互动对象与自己的关系分成了三六九等。

对于某些人来说，以符合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审美与价值取向的方式自拍并分享在社交圈子，也是获得群体归属感的一种方式。

虽然自拍本身可能会从三个不同层面实现人们的自我建构，但并非所有人自我建构的模式都一样。就像社会学者黑泽尔·罗斯·马库斯所指出的，自我建构有两种类型，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依存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前者注重自身独特性，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与之相联系的自我表征多涉及个人特质、能力和偏好；后者注重自己与他人的联系，渴望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其自我表征多以人际交往为背景。
[14]

 虽然这两种区分常常与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差异联系在一起，但也未必是那么机械的对应。自拍者晒自拍照，也常常有两种偏向，一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独特性，一种更倾向于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前者对他人的评价可能不会那么敏感，而后者会更多受到来自社交环境的影响。但即使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独特性，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及他人的反馈。

（二）自我建构的偏差与冲突

自拍进行的自我建构，不一定都会达到如期效果，而是可能会出现各种偏差与冲突。


1.“我所理解的理想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间的偏差


个体的自拍往往是为了塑造理想的自我，但有时“我所理解的理想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会存在偏差。从一些自拍照引发的风波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偏差。

2014年12月20日，一名微博用户将一组医护人员在手术台前自拍的照片（如图7-2所示）上传到微博，并配上了评论：“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想说难怪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手术同时你们在做什么？”此事迅速成为网络中的舆论热点，后查明拍摄地点为西安凤城医院，之后西安市卫生局及院方择重处罚，免去了包括一位副院长在内的多名医护人员的职务。

但据相关医护人员解释，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有二：一是因为大家连续工作7个多小时，成功完成手术并避免了病人截肢；二是手术室即将搬迁，启用新手术室，为了纪念这台手术和老手术室，拍摄了本组照片。手术的病人对自拍知情，且表示同意。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评论认为，当事医生们在自拍的时候，显得职业情商不够高。
[15]

 有评论者认为：“那边是手术台上患者的痛苦，这边是医护人员们面带微笑娱乐式的自拍，在当下医患冲突严重的背景下，这样剧烈的反差无疑会遭到人们的炮轰。但冷却冲动的情绪后，我们也应该知道，一张图片所传递的信息是有限的，定格的瞬间或许并不能还原事件的原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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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西安凤城医院的手术室自拍照



资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141222/134631313484.shtml.

另一个引发争议的自拍照案例是，2016年5月，新浪微博用户“＠小天屎和老天翔的故事”发布的一组身着警服的自拍不雅照引起争议，网友批评其说，“请你不要穿着警服拍这些照片并上传网络”。后来媒体从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了解到，发布不雅警服自拍照的博主此前是振兴分局的辅警，因个人微博发布不雅自拍图片造成不良影响，分局已将该女辅警辞退。

上面两例自拍照带来的风波，都是由于自拍者与观看者对自拍形象的理解出现了差异，导致自我形象建构的失败。在现实中，可能导致“我眼中的我”与“他人眼中的我”之间出现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情境抽离导致的理解偏差。上文中“手术室的自拍”等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下，如果了解其情境，通常可以理解并接受，但一旦它抽离了原有的情境，其意义的解读就会出现多种可能，且往往与原来意义发生较大偏差。

其二是社会角色期待与自拍形象间的错位。当自拍者在自拍中强调或呈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那么，人们对他呈现的形象，更多会放在社会对这类角色的期待框架下。一旦呈现效果与角色期待有距离，观看者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很多时候会以负面情绪方式体现出来。

戈夫曼指出，社会互动中的表演应该具有一种一致性，即在各种场合表演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而这反映了人性化的自我（all-too-human selves）与社会化的自我（social selves）之间的差异。作为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所驱使的动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17]

 他还认为，我们期望社会表演的舞台设置、外表、举止之间的一致性。
[18]

 而有些自拍则带来这几者之间的错位，例如手术室自拍，展现了医护人员人性化的自我，然而这与他们这一身份的社会化的自我是不吻合的，其举止与所处的舞台、外表之间也是不一致的，这是这一事件引发负面评价的主要源头。

其三是情绪的错位。自拍总是与特定的场景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社会对某些场景下的情绪已有了“固定的成见”，一旦自拍挑战这种成见，就容易形成情绪上的错位。

2017年6月14日英国伦敦“格伦菲塔”（Grenfell Tower）发生严重火灾，整栋建筑物被烧毁，79人在大火中丧生或失踪，而巨大的灾难之后，有游客在大楼附近自拍，这引起了公众特别是遇难者家属的愤怒。

自拍往往传达的是积极、兴奋的情绪，它与灾难之后所需要的人们的情绪是相冲突的，因此，以灾难为背景的自拍也就容易引起众怒。

当然，并非所有的错位的自拍都会带来人们的不适，某些时候甚至可能会被人们所称道。例如，在火灾中失去自己的家的一家人在废墟前的自拍，反而传达的是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因此引来一片赞誉。

与自拍相关的各种案例都说明，自拍中的自我形象建构，并非是由自拍者一厢情愿完成的，它总是会被放到“他人眼中的我”的框架中加以评判。


2.自我放大后对他人形成的压迫感


自拍的目的常常是试图构建一个自认为理想的个体自我，并以此对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建构形成积极作用。但在实际中，对后两种自我来说，自拍未必一定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哈佛大学2015年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指出，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如果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开始过上整天自拍的生活，这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呢？对于我来说，那也许是“利己主义”最真实的写照了。韦氏词典里，“利己主义”的同义词包括了“以自我为中心”、“自恋”和“自私”。我们无休止地关注我们自己、我们的形象、我们得到的“赞”，就像我们不停地用一串串的成就来美化我们的简历，去申请大学、申请研究生院、申请工作——借用谢帕德（Shepard）的话来说，就是进行不停的“自我放大”
[19]

 。

虽然福斯特的演讲只是把“自拍”当作“自我中心”的一种象征性比喻，自拍行动本身也未必一定带有利己主义的趋向，但自拍的确容易让他人产生“自恋”“自我中心”的联想。

在国内，有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自恋人格与自拍行为呈显著正相关。高自恋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具有优势感和权利感、自认为比别人更优秀更有吸引力，他们爱表现、也需要他人的关注，极其在意自己的身体吸引力，又往往高估其吸引力。自恋人格不仅直接正向地预测积极情绪，还通过自拍行为的中介作用对积极情绪产生影响。
[20]



即使不是自恋人格，自拍也容易带来“自我放大”，频繁地晒自拍，可能会在社交圈子中对他人形成一定的压迫感，自我的炫耀容易使他人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体与他人及集体的关系。如果个体意识不到这种压迫感或自我炫耀成分，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原有的一些亲密关系。

当自拍逐渐成为自恋的一种代名词时，它对于人际关系的损伤，对人们在集体中的形象的影响，或许会超出自拍者的预期。

（三）建构或解构？

尽管多数时候人们的自拍都是为了理想的自我形象的建构，但某些时候，自拍也可能成为自我形象的一种解构，例如，自拍丑照。这既可能是表达个性、个人态度的一种方式，也可能蕴含着某些政治或艺术性的目的。

在摄影艺术领域，对自拍的探索早已超越了自恋的范畴，例如日本摄影师森村泰昌在自拍摄影中的一系列实验。1985年森村泰昌拍摄了《自画像、梵高》，以梵高的经典作品《自画像》为原型，森村泰昌仿原作的造型和色彩，直接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油画颜料，用相机自拍完成了对名画的“复制”。尔后，在作品《美术史的女儿》系列里，他将自己打扮成经典油画中的各种形象，以东方人、男性的身份反串着西方油画中的女性形象，在《女演员们》系列里，他又完成了对玛丽莲·梦露、简·方达、朱迪·福斯特等好莱坞影星的模仿。2007年开始他又以一系列政治风云人物为载体，开始了新一轮的戏谑，名为“20世纪的安魂曲、众神喧嚣的黄昏”。有研究者指出，森村泰昌放逐了造型艺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体验，把摄影和美术变成了一种思想方式，有力地呈示了当代文明中某些隐而不彰的意蕴，他是通过自我形象的解剖来实现对人类文明中病的展示。
[21]

 在森村泰昌的自拍里，他自己的形象被自拍照解构，而原有的艺术或政治人物形象也被其解构。这种双重的解构将自我形象变成了一种新道具，借助这一道具，森村泰昌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调侃与批判。

类似的，有研究者在对现代女性自拍摄影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现代女性自拍摄影手法经历了从传统的自我欣赏陶醉式的自拍记录到化装表演式的自拍表现，再到今天运用各种多媒体创作的自拍摄影实验的过程。……这些影像的创作无不是女性摄影家将目光投向家庭内部和社会外部存在的压制性权力关系，重新加以认识、理解、匡正和诠释。
[22]



在专业摄影领域里自拍在不断演化，特别是后期的实验性自拍，逐渐将自拍变成对社会文化和权力的原有框架的解构，从而完成对社会现象的诠释、批判与抗争，这种趋向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普通个体的自拍中出现，虽然这不会是自拍的主流。

另一种自我解构，是对自己以往在他人心目中固定印象的解构，例如平日里严肃古板的人在自拍中展现自己活泼、搞笑的一面。从自拍者角度看，这是为了塑造和展现自我的多面性，而非真正的解构，但如果拿捏不当，或许会使自己以往好不容易积累的“人设”在他人眼中崩塌。

（四）个性，还是去个性？

自拍是“自我”的一种建构，自拍中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它未必一定带来个性的张扬。

自拍行为仍然折射着既有的一些文化传统或框架，这些旧有文化（特别是性别文化）仍然在对个体形成抑制。

瑞典学者迈克尔·福斯曼（Michael Forsman）通过研究指出，自拍是社会性别表现形式，自拍也是性别化了的社会符号学表现方式，同时，自拍是社会性别教育的材料和形式。他通过对四所瑞典中学的学生的焦点访谈发现，自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别差异性，集中表现于身体和相貌上。自拍的另一个特点是男孩和女孩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和男性相比，女性的行为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他在研究中还引用了另一位瑞典研究者安雅·赫德（A.Hirdman）所做的研究成果，赫德通过对自拍相关材料的文本分析发现，男性身体更具自信，男性不想依赖相机或他人的评价来展现自己。与此相反，女性身体更需要“男性的凝视”，由“可看性”构成。

国内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女性而言，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拍、外貌评论和自我客体化这三个变量中，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在社交网站中，个体的自我呈现和外貌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个体也期待他们的外貌会得到他人更多的关注。而个体发布自拍照片主要是为了在外貌、成就和能力方面获得他人的关注。依据客体化理论，这会增加女性自我客体化的风险，即女性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身体的外貌特征而非能力属性。
[23]



至少到目前为止，像前文提到的实验性自拍艺术的探索者那样的抗争在普通个体的自拍者那里并不多见。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自拍并不是其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反而成为迎合性别文化老套路的一种新方式。

从审美角度看，自拍也会带来个性的抑制或削弱，很多女孩的自拍照最终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人，锥子脸、巨大的眼睛、无比光洁的皮肤，这往往归功于自拍神器、滤镜、美图软件等的修饰。这些修饰性的工具，既是对流行的审美的一种呼应，又反过来加强了审美的趋同。从总体看，自拍越来越变成趋同的面具下的表演。

社交和群体归属需要，也会强化自拍的某些趋同性，如果自拍是加入某种群体或流动的共同体的需要，那么，迎合、趋同而非个性，会成为自拍的基调。有研究者指出，容颜，更直接地说即身体，作为视觉经验而被批量地生产制造和交流传播。外观模型或身体形态，不是一个社会的现实，而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表征和消费的内容。把身体兑换为社交媒体中的虚拟形象和虚构身份，这种符号形式，指向着某种社会性的欲望和流动性的共同体。
[24]



四、自拍与自我认同：基于身体的表演

自我建构与自我认同有着密切关联，对于自拍的研究，也有必要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自我认同是指在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以及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这与福柯说的“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有关。在国内，自我认同常常也被译为“自我同一性”。其经典研究包括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的多视角定义、詹姆士·马西亚（James Marcia）的操作性定义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解释等。
[25]



自我认同概念起源于埃里克森，埃里克森从不同的层面对自我认同加以分析和定义，在发生学上，它是儿童期的结果，处理早期发展任务的成功和失败；在适应性上，它是自我对社会的适应性反应；在结构上，它是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方面因素的统一体；在动力学特征上，它是调节自我与客体、本我与超我的主动过程；在主观上，自我认同能给人提供自主的内在一致和连续之感；对于实体的存在提供自我和世界意义感。埃里克森同时认为，自我认同是“一个位于个人的核心之中，同时又位于他的社会文化核心之中的一个过程”
[26]

 。通俗地说，自我认同指人格发展的连续性、成熟性和统合感，形成于青年时期，但并非一成不变。
[27]



马西亚（Marcia）认为自我认同形成是人格发展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儿童期的结束和成年期的开始。
[28]

 虽然心理学领域的自我认同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社会化阶段中自我认同的形成，但自我认同过程其实会一直伴随着个体。

自我认同研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将心理学领域所关注的青少年阶段的自我认同研究，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学视野，他更关注的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系，也就是“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现代性制度对个体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
[29]

 。他认为：“自我认同并非个体所拥有的一个特质（或特质集合），它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
[30]

 产生于个体的反思性基础上的自我意识，建构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于反思性基础上的个体与他者的社会关系，也影响和建构着个体的自我认同，同时，个体的自我认同实现于个体反思性的实践活动中。
[31]



吉登斯尤其注意到了“身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身体并非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对身体保持规训，是优秀的社会能动者固有的一种能力……对身体的惯常性控制，既是能动的一种内在本质，也被他人接受（信任）为个体的一种能力。
[32]

 同时，像戈夫曼一样，他也认为，常规性的身体控制对于个体在日常互动情境中维持自己的保护壳十分重要。要想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能动者，不仅意味着要保持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控制，而且还意味着要让他人见证自己的状态。
[33]

 身体以实践方式参与到日常生活互动之中便是维持一个连贯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构成部分。
[34]

 身体成为了自我反思与社会互动的一个中介，为自我认同提供了一种实践模式。

自拍提供了新的身体表演方式，也给“身体”带来了新的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即使人们的身体实体不能随时调节，但通过自拍的设计与美化，它们也可以更好地配合或回应外部的情境。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难以使身体维持一以贯之的稳定状态，在一些现实的社交场合也可能出现身体上的“失态”，这可能使得现实社交中的“保护壳”暂时性破裂，但人们在虚拟社交平台发布的自拍照中可以掩饰这些失误，也可能借此在更大范围的社交圈中弥补现实社交中的失态带来的损失。

吉登斯还指出，身体越来越少地作为一种外在“给予物”运作于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之外，而是渐渐变成以反身性来进行自我动员的实体。大规模对形体外表进行自我陶醉式保养的运动，所想表达的是深埋于内心的、欲主动对身体进行建构和控制的一种忧虑。身体发展和生活方式存在一种一体化的联系，即表现在对特定身体形态的追求之上。
[35]



在现代社会，对身体的保养和控制已经成为社会性表演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公众人物以及中产阶层等社会阶层。对于身体的控制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彰显自己的生活优越感、自我意志力和成就感的方式。近年在中国兴起的马拉松运动，更是将这种身体控制发挥到极致。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身体的控制需要很高的成本和自我控制能力。而自拍加上美图，将这样一种身体的控制和表演虚拟化了，控制成本因此变小。当线上社交越来越多地侵占着线下社交的时间和空间时，线上社交对个体形象塑造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这种虚拟的身体的控制与呈现，某些时候比实际的身体控制更容易快速起效，但从长期效果来看，对真实身体和虚拟身体的控制的分离，可能带来的是一种“虚假自我”。

吉登斯指出，当自我身份认同与个体之具体表现两者分离得更为彻底，更不需要具体场景的时候，更加严重的错位便有可能随之而来。此时，人们会感到他是在持续不断地表演着，而不是合理地遵循着几乎所有日常惯例。这是一种虚假的自我，身体被表现为一个由自我在幕后操控的客体或工具。
[36]



自拍可能会创造出一个与现实自我发生越来越大分离的、依托于美化后的身体形象之中的“虚假自我”，且在个体生活中不断弥散。由于虚假身体可以随时被美化，人们可能会对自拍构建的虚假自我投入越来越多的认同与精力，人们对现实身体的控制也可能会放松，他们真实的身体及行动反而可能变得消极和机械化。虚假自我与现实情境的冲突可能会逐步加深，他人也会日渐对其“虚假自我”的表演感到厌倦、排斥。自拍可能会加剧自我认同与现实表现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是带来错位，更会使个体在现实中遭遇种种障碍。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人的自拍也是对现实自我的一种逃避。布尔迪厄在《摄影：一种中产趣味的艺术》中提出，现代摄影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途径，就像一场游戏。换言之，以之逃避经济的约束、对失败的恐惧和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主要困难
[37]

 。对于某些人来说，自拍这种看上去时时在面对“自我”、构建“自我”的摄影，或许也是将这种逃避推向深处，因为人们在自我构建的幻象中，暂时赢得了自以为拥有的控制能力，这使得他们可以回避现实中自我的无力感。但这种回避只是一种暂时的麻醉剂，而非治愈的手段。现实的挫败，终究会唤醒“虚假的自我”。

五、自拍：权力的规训还是自我的规训？

福柯的研究中，将“权力技术”视作“自我技术”的对立面，权力技术的目标是对个体进行规训，而自我技术则试图使个体能够“自我构成”，而不仅是“被构成”。但今天，包括自拍技术在内的各种自我技术，却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间界限的模糊。

在拥有了种类繁多、力量强大的自我技术的今天，自我技术似乎并没有推动人实现对自我的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也未必帮助人们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自由”，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与权力技术纠结在一起，共同完成对个体的规训。

个体的自我规训变得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社会化媒体在今天也成了一种新的圆形监狱，通过这个圆形监狱进行监视的，不仅有权力，也有他人，以及个体自身。包括自拍在内的个体的表演，总会在这种被监视与自我监视下进行。个体会时时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进行自我评价与调整。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系列的纠结与矛盾：

虽然自拍强化了个体的“在场感”，但这种“在场”往往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在场”意义的评判，也主要来自他人。

自拍传达了个体的自我建构愿望，也直接表露了他们对理想自我的设定，但这种建构会更多受到他人与环境的影响，社会化媒体的互动会加剧三重自我的冲突，而“关系自我”“集体自我”这两者对“个体自我”的作用会加深。

自拍是一种自我认同实践，但同样，这种主要基于身体表演的自我认同过程，也时时会受到外部力量的规训，这既与整个社会环境的阶段性要求相关，也与他人的反馈相关。个体也可能沉迷于由自拍的表演构成的“虚假的自我”，但这种逃避并不能拯救自我，反而会加深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冲突。

今天的自拍者的自拍，的确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我技术，它也能在身体、行为、存在方式层面实现如福柯所说的能达成自我转变的一系列操控，但这种操控更多地不依赖人们的伦理原则、意志和控制力，它也往往不会达及灵魂与思想层面，也难以使人们成为欲望与快感的主人，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通过这些简单、无需意志力的个人技术，使人们进一步被物化的世界和他人的评价所“构成”。看上去自由的“自我构成”与“自我的转变”，更多时候还是为了迎合物质化世界和外部力量的规训。自我的技术，在变成另一种自我的“支配的技术”，也带来了多重的自我纠结。

带来自我纠结的自拍，并不是唯一的进行自我规训的技术，其实，今天社会化媒体的种种个人表演手段，与自拍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选择文字、语音还是影像进行表达，无论是选择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平台进行社交，人们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空间的同时，社会环境及互动环境对他们影响的广度与强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的强度越大，外部调节的力度也可能越大，三重自我之间的相互制约及冲突也可能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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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图：幻象与自我

今天是一个自拍的时代，也是一个盛行晒图的年代。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带拍照功能特别是前置摄像头的手机，但如果只有手机，而没有美图软件，晒图恐怕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流行。

美图软件的出现，让个体（特别是普通个体）在社交空间找到了更多存在感，也使得作为自我表演手段的影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尽管美图制造的似乎更多是“幻象”，但为什么人们仍然沉迷其中？幻象的背后，是否隐含着现实的“自我”？美图中看似自由的自我表达，是否真的那么自由？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

一、“颜值即正义”时代的技术赋权

对普通人来说，美图是专门为社交平台准备的。最常见的美图，是对自我形象的“美颜”，与之相呼应的，是“颜值即正义”这一新的“时代口号”。

颜值在今天之所以被放到格外重要的位置，除了审美上的需求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它与身体一样，是衡量一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与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个标准。

通过化妆、美容、健身等来获得更高的颜值，在今天已成为可能，颜值不再只是爹妈给的，而更多的是自己后天努力获得的。公众人物、中产阶层等，更是希望在对身体的控制方面，体现出他们的意志力与行动力，这也可以彰显出个人或群体的某种优越感与成就感。

但这样的身体控制毕竟成本比较高，而美图软件为颜值提升提供了“投机取巧”的可能，也使得更多的人有可能参与到颜值与身体控制的竞赛中，特别是在虚拟的社交平台上。

如同吉登斯注意到了身体控制与自我认同的关系一样，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地分析了当今这个消费时代身体与社会地位的关联，他指出，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无论在何种文化模式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模式。……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做一种遗产来照料、当做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
[1]

 他还认为，当前生产/消费结构促成了一种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的实践，作为偶像（或消费物品）的身体的实践。
[2]

 当身体与社会地位、资本相关联时，身体状态就不再只是代表了个人的自制能力，更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相关。

容貌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更是最具代表性的身体符号之一，自然，“高颜值”通常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获取。今天，人们的社会互动越来越多的是在虚拟空间而非实体空间中进行的，对于人们社会资本和资源的获得来说，“数字化颜值”占有了更大的权重，对数字化颜值的美化，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从这个角度看，美图也是一种技术赋权，它让普通个体也拥有了让自己的形象得到美化并以此谋求社会空间中的存在感的可能。在照相术发明之前，通常只有权贵之人，才能请人给自己画肖像，让自己的形象得以留存或传播，自然，这些画像常常会在原型基础上加以美化。照相术发明之后，人像摄影逐渐普及，但好的人像作品往往依赖摄影师的技术，有时也需要复杂的后期处理技术，技术拥有者掌握着美化的权力，而拥有某种地位或特权者更容易享受到这种技术的服务。即使进入数字时代，在美图类软件出现之前，要美化自己的图片，也需要借助专业度很高的修图软件，例如Photoshop，技术门槛较高，这也意味着，一般个体的自我美化意愿并不能随时随地实现，只有技术的拥有者或雇佣他们的人（例如明星）才有美化权。但美图类软件将美化变成了一键式、傻瓜式操作，一般人都能掌握。拥有了随时美图的能力，也就在社交平台上拥有了更多的表达动力与表达资本，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社会资本或话语权力。

带有美图功能的直播、视频软件的流行，也带来了一批在直播或短视频平台靠颜值走红的“网红”，虽然他们不像靠文字和思想取胜的“大V”那样具有公共话语权与影响力，很多网红也引发了争议与质疑，但至少，对于草根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获得社会关注的途径。

以往关于新媒体技术赋权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社会参与语境下个人政治权力的提升，但技术对个体的“赋权”并不仅限于此。个体的权利与权力，不仅体现在公共参与方面，也表现在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上。个体在社会空间中存在感的提升、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提升，也是其权力提升的一种体现。美图虽然带有修饰甚至虚假的成分，但对某些群体来说，它带来的存在感却是实在的，甚至可能是他们用其他方式难以获得的。

二、幻象与现实

美图不仅可能提升人们的存在感，也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描绘出心中“理想自我”和“理想生活”的幻象。

今天在社交平台上使用美图来美化自我形象和生活场景变得如此普遍，不美图就像女生不化妆一样，成为另类。当人们习惯美图的幻象后，反而会对那些没经过修饰直接呈现生活真相的照片大惊小怪。

2016年春节期间引爆网络的“上海女孩因为一顿年夜饭与江西男友分手”这一事件，虽然最终被证明是假新闻，但是，伴随假新闻发出的那张没有经过美化、黯淡无光的照片引发了实在的讨论。尽管被移花接木，但照片反映的仍是真实的生活场景，看上去黯淡甚至让人沮丧，也成为一些人同情那个并不存在的“上海女孩”的理由。但将原始照片美化后形成的图片，顿时呈现出令人羡慕的光彩，正如人们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来的各种光鲜的生活照片。人们似乎已对后者习以为常，而忘记了前者才是生活中的常态。

虽然很多人生活并不如意，但他们极力在社交平台上美化自己的生活。除了前文提到的谋求存在感外，社交表演也是一个重要动因。

在社交互动中，人们更愿意展现出自己良好的一面，也会在“表演”中美化自己，因为这更有可能带来积极的回馈。通过美图软件对生活场景进行美化，也是为了将其中那些不尽如人意或不想示人的“后台”部分淡化，而突出那些自己更在意或者希望被别人欣赏的部分，将之展现在“前台”。

除了对比度、亮度调整等常见功能外，生活场景的美化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图软件的滤镜功能。滤镜的作用是给图片加上某些特殊效果。每一种滤镜都可以赋予图像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它不仅可以使图片在视觉上更符合创作者的需要，也可以使图像产生创作者所需要的某种情调，进而呼应某种外在的文化符号标签，而后者更有可能使人们获得心理满足，这同样制造了一种幻象。

美化过的图片，与位置设置的结合，能制造更大的幻象。今天的社交平台，基本都有地理位置设置功能，人们可以将自己真实的位置分享出来，也可以根据需要伪造位置。位置对于社交平台的自我表演具有特别的意义，能到达某个特定的空间位置，可能意味着地位、特权、财富、生活品质等。到达不了却又心向往之，则可以伪造位置。地理位置的“美化”与图片的美化，两者结合，使“理想中的生活”有了更实在的依托。

戈夫曼指出：“在我们英美文化中，似乎存在着两种判断模式构成了我们的行为概念：真实、真诚或诚实的表演和虚假的表演。虚假的表演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希望别人将其认真对待的，就像舞台演员所做的那样；另一种是想要别人当真对待的，就像骗子所做的那样。”
[3]

 使用美图来修饰自己生活的人，也同样有这两种心态，美图有时是为了让别人信以为真，有时或许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心理满足。

基于图片的表演，也更容易带来社交平台的互动。晒图的人试图通过美化的图片来吸引更多他人的关注，同时也暗含着对他人赞美的期待。他人往往会对这种暗示心领神会。不管美图后的照片离真实有多远的距离，总可能有人对这样的照片点赞。当然，他人是否点赞，往往取决于他们对照片主人的关系的需求，而并非一定是对图片真实性或质量的判断。如果这样的点赞数量多了，晒出照片的当事者也可能会产生错觉，将美化过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混淆起来。

晒照片的人收获了自我的美好幻象，点赞的人在为获得未来的社会资本回报进行投资。尽管不一定每个社交好友都会为美化后的图片点赞，但这也成为关系识别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社交语境下，对他人容貌的赞美，很多时候与容貌本身无关，而只是一种社交套路，某些时候也是一种“语言贿赂”，甚至可能折射出现实的权力关系。比起物质贿赂，赞美容貌这种语言贿赂更安全，常常也容易快速起效。而美图为语言贿赂提供了更多的由头与润滑剂。与美图相伴的，是美女、帅哥、女神、男神等称呼的泛滥，它们共同推动着审美与社交场上的“虚假繁荣”与“通货膨胀”。但“朋友圈”里一片和谐现实里却一团狗血，这种反差并不少见。

经过美化的自我形象或生活，终归是一种幻象。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这是幻象，仍然沉迷其中？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方面，美图的目的是在试图给自己更积极的暗示，甚至表达的是期待能自我实现的预言。心理学的“自我效能”理论也指出，对自己能力与效率的乐观信念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
[4]

 美图作为一种自我激励方式，简单、直接，有时还的确有效。

另一方面，美图也在试图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希望别人给予自己更积极的反馈。以往的心理学研究，无论是库利的“镜中我”，还是米德（G.H.Mead）的符号互动论，都强调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是来自他人的看法。
[5]

 通过美化后的图片来获得来自他人的肯定，无论这其中有多少出自真心，都有可能带来更积极的心态。

人们拼命以美图的方式来制造幻象，另一个原因，是社会比较的驱动。在一定意义上，社交平台上人们分享的美化过的图片，是一种暗藏的社会比较竞赛。

相比文字表达，图片的视觉冲击力，更容易对人们产生心理冲击，带来社会比较，社交圈中基于图片的社会比较，主要有外貌的比较、生活方式与幸福度的比较、社会地位与成就的比较等。它可能包含上行、下行、平行等各种方向的社会比较。

美图可以帮助人们降低比较成本。传统时代的社会比较，可能会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例如上行比较后人们努力追赶他人。而借助美图，在外貌或生活方式方面，有时人们不需要有其他行动，就可以简单地提升自己的形象或自认为的生活品质，因此，美图可能成为社会比较带来的心理失衡的一种简单的纠正手段，哪怕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但另一方面，看到别人经过美化的图片时，人的比较心理也容易被激发，也可能更容易带来心理失衡。当然，这时人们也可能会通过分享其他方面的图片，来显示自己在别的方面的优势，调整自我心理状态。

自然，过分的美图与自我修饰，也可能走向期待效果的反面。

沉浸于自己制造的幻象中甚至渐渐混淆现实与幻象，不仅会使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环境认知产生偏差，还可能削弱其现实的行动能力。

过分的自我修饰，可能会影响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度。美图与真实个人形象的反差，也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

戈夫曼认为，个人的前台是由各种刺激构成的，有时我们可以把这种刺激分为外表（appearance）与举止（manner）两类。外表所指的那一类刺激功能，随时会告诉我们表演者的社会身份。举止的那一类刺激功能，可以随时让我们预知，表演者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表演中扮演什么样的互动角色。我们往往希望在表演者的外表与举止之间有一种确定的一致性。
[6]

 美图软件在修饰人们的外表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但它并不能修饰人们的举止，因而美图反而可能带来外表与举止的更大的冲突。

另一方面，美图所带来的社会比较的刺激，也可能让他人“羡慕嫉妒恨”，这同样会使“我心目中理想的我”在他人那里带来反面的效果。

美图等制造的不仅是个人化的幻象，也可能会弥散为一种社会化的幻景。从媒介的角度看，社交平台人们分享的内容，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拟态环境”。相比过去媒体所生产的“拟态环境”，每个人都可能参与社交平台的拟态环境建构，他们提供的多样视角下多元的内容，可以覆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这样的拟态环境似乎应该离现实更近。但事实上，多数个体的社交账号，所呈现的是经过挑选、修饰与编排的信息，它们仍然是对现实的一种“再构成”，而美图的运用，更使得社交平台弥漫着真假难辨的图景，有时人们甚至会“入戏太深”，分不清现实与“戏”之间的差异。在现实与幻象之间摇摆的个体图景汇聚于社交平台，最终所呈现的社会景观，自然也难免是虚虚实实，很难完整还原社会的真实面貌。

三、镜像与凝视

尽管很多时候美图是一种经过修饰的幻象，但它依然有着现实的基础，折射着人们对理想的自我形象的认知。

从人们的心理需求角度看，对个人形象或个人生活照片的美图，是自我期待的外化，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

前文已经指出，个体的自我建构是“个体自我”、“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三者相互博弈的过程，美图也是如此。

自拍和美图常常与“自恋”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它们首先被当作“个体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它们让人们的自我认知外化为自我展现和自我欣赏。美图更是可以让人们随时按心目中理想的“个体自我”来润色自己的形象与生活，沉迷于对“个体自我”的反复雕饰中。另一方面，通过美图来美化自己的目的，也是在试图引导“他人眼中的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尽管有时可能效果适得其反。

但“美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拉康（Jacques Lacan）的凝视理论来进一步解释。从凝视理论角度来看，自我的完形是通过观看、通过对镜像的凝视完成的。在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不仅有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还有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前者形成的是理想自我，后者形成的是自我理想；前者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他人形象的看，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
[7]

 拉康还认为，如果我们像瓦莱里笔下的帕尔克那样，当面对一面镜子时，以为是我看见自己在看着自己，那么这只是一种幻觉。真相是：我总是根据他者的凝视来观看自己；当我以为是我看见自己在看着自己时，其实是他者在看着我。
[8]

 也可以说，自我的凝视，或多或少折射着他者的凝视。

美图的照片，在一定意义上承担起了镜像认同中的镜像装置的角色。个体对图片的美化方向，一方面是表达了理想自我的设计，另一方面，假想的“他者”（无论他们真实的想法与评判怎样）的眼光时时会干扰着个体，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美图中设想如何去迎合他人的评判。与镜子不同的是，美图可以轻易地做出修改，这样可以把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更精确地表达出来，也可以不断地做出调整。美图虽是以“个体自我”为出发点，但总是或多或少调和进了“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的色彩。

四、文化消费与驯化

美图也是今天一种典型的文化消费方式。使用美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参与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竞赛。但这种竞赛的结果，未必是个性的“锐化”，反而可能是个性被磨蚀。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美图提供了一种图片创作的新方式，不少人也试图通过美化后的照片，来展现自己的审美情趣，表达个性与创造力。在一些图片分享为主的垂直社区里，基于图片的视觉争夺尤为重要，滤镜、美图有助于提高视觉争夺力。但美图软件本身的功能设定，又会将美化效果圈定在某几类，所谓的个性，也囿于有限的几道选择题。虽然美图降低了创作门槛，但是这是以压缩创作空间为代价的。一般的使用者，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创作能力，而只是得到了一种自娱自乐的新“玩具”。社交平台传播中的大众选择机制，也同样可能淘汰掉一些个性化的创作。

日常的美图与晒图的过程中，个体也会或多或少地遭遇来自消费文化的驯化力量。

美图看似是为了自我取悦和自我满足，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社会里，无论在何处，个体首先被邀请进行自我取悦，讨好自己，很自然，人们正是在讨好自己的同时才获得了讨好别人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也许自我满足和自我诱惑本身就能完全取代客观诱惑的合目的性。诱惑的事业在某种完美的“消费”中转向了自身，但是它指向的仍然是对他人的恳请。
[9]

 美图用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满足了自我取悦的目的，又同时指向对他人的恳请。相比男性，女性显然会在美图上花更多的时间。因为“自我满足的邀请尤其是针对女人的”
[10]

 。

尽管人们总认为自拍与美图将新媒体时代的“自恋”推向极致，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社会中个体的自恋，并不是对独特性的享受，而是集体特征的折射。
[11]

 当代社会系统更有效地依靠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
[12]

 鲍德里亚还以广告为例说明了消费编码是如何来完成这种驯化的。他指出，广告伪造了一种消费总体性……它透过每一个消费者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其他消费者而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每一幅画面、每一则广告都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即所有人都可能被要求对它进行解码，通过对信息的解码而自动依附于它在其中被编码的编码规则……它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
[13]



在某个角度看，今天的社交平台，很像广告这样的媒介，只不过在其中提供内容的是每一位消费者个体，编码者这一角色也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但其实，消费者的编码过程或多或少都在套用他们在大众文化的浸淫下无形中习得的或被灌输的编码规则。通过美图，人们更是直接地将他们对流行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的理解，编织在个人的图景中，展示在他人面前。美图的比拼，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大众文化及其编码规则的理解与展现能力的比拼。在整个社交平台上，在人际的相互传染、群体的审视以及马太效应的作用下，一些编码规则和文化趣味被放大、弥漫，变得更为流行，成为更多的人以后的参照，而一些小众的或真正个性化的趣味逐渐被吞噬。

相比文字的表达，以个人生活为主的美图更为直截了当，诱惑力更大，因而更容易如广告那样制造“消费的总体性”。最典型的现象是，基于美图软件的美颜，最终展现的只是一些趋同的“面具”，而非真实的个性面容，这也使得很多个体对外貌的审美追求越来越趋向一致。

美图与晒图，变成了个体的文化趣味接受大众文化洗礼的过程，在这种洗礼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在不断向集体的趣味与取向妥协，被之驯化。

作为具有一定赋权能力的技术，美图是让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了自我，还是反之？从使用的原动力来看，美图更多地代表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它使人们以展示自我形象与自我生活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获得更多存在感与表达权，提升自我建构中的“个体自我”的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或许会在与他人的美图交换、美图竞赛中，越来越受到他人的眼光、群体的压力以及消费文化的影响，美图的过程会成为不断的自我审查、自我修饰以迎合他人与社会环境的过程。美图既传达了个体的现实自我及其理想自我的幻象，又深深地隐含着个体被环境驯化甚至将其内化为自我驯化的无奈。



注释：


[1]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1-124.


[2]
 同①121.


[3]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7.


[4]
 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8版.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41.


[5]
 同①32.


[6]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21.


[7]
 吴琼.他者的凝视：拉康的“凝视”理论［J］.文艺研究，2010（4）.


[8]
 马元龙.拉康论凝视［J］.文艺研究，2012（9）.


[9]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79.


[10]
 同①79.


[11]
 同①79.


[12]
 同①78.


[13]
 同①116.


第三节　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

互联网带来的虚拟交往，在初期有一个局限，那就是它不能全方位地传达人们的情绪，特别是缺乏面对面沟通中常用的“表情”，也因此，情绪传达手段的不断创新成为虚拟交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线索。从最初用纯字符组合成的表情符号，到后来图形化的表情符，再到当下丰富的表情包，“表情”手段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映射了网络文化的更迭。

对于表情包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表情包，包含各类用于表达情感、情绪与态度的图形符号、图片或图文组合等，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有动画效果。而狭义的表情包，常常强调图文的组合。本节所讨论的表情包是广义的，因此，它可以体现为简单的图形符号，也可以是真实人像、动漫人物、动物、自然景色等形成的图片，有些还会辅以文字，包括网络流行语。越来越多的表情包以多种元素组合的方式呈现。

随着表情包构成元素以及组合方式的多元化，表情包的意义与作用，也从早期单纯的情感表达，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性，往往与表情包中隐含的多重密码以及编码与解码的复杂与多义相关。这也使得表情包有可能成为各种群体的标签，以及社交互动中的面具。

一、表情包的意义生产与多重密码

相较文字，表情包更存在多义性，其复杂的意义生产过程，是由编码者与解码者共同完成的。

（一）社会热点+群体文化：表情包生产与使用中的编码与解码

表情包的生产与使用，是一对编码与解码的关系。

表情包中每个元素的选择、不同元素间的组合方式，都是生产者的编码过程。

互联网中最早产生的表情符号，是由字符组合而成的，其组合规律固定，在使用时也达成了共识，解码者会采用相同的“解读规则”，因此，通常不会产生多义性。

作为早期网络文化的代表之一，表情符号的使用，代表一种文化的认同，追随、遵守而不是破坏这一文化的规则，是早期网民的共识。

今天各种社交平台自带的基本表情符，是平台专业生产者提供的，它们采用的也是某些通用编码规则，这些规则也承袭着“传统”的虚拟互动文化。

但是，当表情包生产者走向多元，表情包被赋予了人际交流的情绪表达之外的更多功能时，多数表情包往往会被添加一些其他编码元素或规则。

相较早期的表情符，近年来表情包生产的一个主要变化在于，大量表情包伴随社会热点而生，也因此成为社会热点的一种记录方式。热点事件、话题转换成了表情包中的视觉符号，表情包也不再仅仅用于个人的“表情”，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的“表情”。

现有的热点不能完全满足表情包的素材需求时，生产者也会在忆旧中去发掘素材，《还珠格格》等以往热播的电视剧，也成为表情包的来源。但即使是这些老素材的挖掘，也是带着当下的眼光。

要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些表情包，不仅要知道表情包背后的那些人与事，以及它流行的由头，还需要理解其中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例如“葛优躺”系列表情包背后的“丧文化”等。那些藏在表情包中的“梗”，更是成为一种文化“暗号”，读懂暗号，才能用对表情包。

这类表情包往往是流动的，随时间推移一波波更迭，将各个事件与话题催生的表情包串联起来，可以看到网络文化与社会热点的“行走”过程。即使退出使用，它们也成为特定的社会热点的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在网络文化史上存有自己的位置。

表情包的生产，还会打上深重的年轻群体的文化烙印。表情包的主要生产者，是年轻网民，他们长时间浸淫在各种网络亚文化中，解构、打破规则，成为他们在网络中的基本文化特征，因此，年轻网民在表情包的生产中，也会将无厘头、解构等作为其文化底色。很多时候，他们制造的表情包在编码上不会遵循传统“表情符”的“表情”套路，某种意义上，打破套路，消解图形原有的意义，正是他们所追求的效果。

近年流行的表情包，多数具有“拼贴”的特点，也就是各种元素的杂糅，且这些元素之间常常具有一定的冲突性，组合后会消解各元素原有的意义。有研究者指出，表情包采用的是一种“套层”机制，各种不同的元素层层套在一起，而“套层机制的实质恰恰在于层与层之间的不稳定，图像成为流动的，可以随意拆解任意组合。现在，任何一个图像都在忐忑不安地恐惧着自己的去处，它的任意部分都可以随时滑脱出去，仿佛孤魂野鬼，再与另一个幽灵相遇，成为一个意义套叠却最终正正得负的怪兽”
[1]

 。

表情包的制作素材，有一些来自主流文化，例如，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成为了当时热门的表情包题材。但是，当电视剧的画面变成表情包时，基本上已经抽离其原有语境，其原有意义也被解构。

而那些看上去传统、主流的“中老年表情包”，其生产者并非中老年，它们更多出自专业的表情包生产者（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年轻人）。这些表情包体现了生产者对中老年的审美特征和表达需要的理解，以自然景物、传统文化（如书画）等为基本元素，以高饱和度的鲜艳色彩为基调，配以各种“正能量”的问候语，它们更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物。它们也的确受到部分中老年使用者的认可，但是，这其中编码的主导者，仍然还是年轻人。年轻人用他们分配给中老年人的符码，在代际群体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并在这场以表情包为“武器”的话语权博弈中进退自如。虽然一些年轻人也会在一些场合使用中老年表情包，但这更多是他们对中老年人的调侃方式，这种调侃，某种意义上也是年轻人对中老年人所依从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解构。

尽管解构是年轻网民自发生产表情包的基调，但网民生产的表情包的编码并没有统一、持续和稳定的规则。一茬茬流行的表情包，更多的是由某些特定由头触发，因击中年轻群体某个时段共同的“敏感神经”脱颖而出，再像病毒一样传染与扩散。尽管会受到外力（如平台、炒作者）的干扰和控制，但总体来看，表情包的发展还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些表情包会继承上一代流行表情包的基因，也有一些表情包会带来全新的编码方式。表情包所依托的群体环境与群体文化也在不断变动中。

除了年轻群体的总体文化属性外，不同的表情包还可能会折射出各种亚群体的文化。很多表情包是在特定的社区或群体中产生与传播的，或代表了特定群体的兴趣与趣味，也可能与某些群体的集体记忆相关，因此，一些表情包中还加载了亚群体文化的密码。

使用者对于表情包的解码过程，是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同样，这也是各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规则的混合作用结果。

即使对于平台提供的基本表情符，使用者的解码也会产生差异，除了个体本身对图形的理解差异外，解码的更大差异来自于群体文化。最典型的是原本用来表示微笑的表情符“[image: bq1]
 ”，中老年人一般将其解读为微笑，代表了善意，而年轻人则将其解读为“呵呵”，这种解读，使这个符号产生了冷漠与嘲讽的意味。年轻群体的解读既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交往中某些虚情假意的不屑，也代表了他们对现成规则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们争夺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二）心境与情境：表情包发出与接收中的编码与解码

表情包的发出与接收，组成了另一对编码与解码关系，这体现在每一次的表情包使用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更多的是个人化的编码规则。

从发出者角度看，作为表情包的使用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心境和情境选用表情包，并赋予表情包“实时”的意义，这是他们对表情包的再编码过程。有时人们的编码是根据网络交流和流行文化的通行规则，有时却在其中埋设了个人的“暗码”，但他们或许并不总是希望这种暗码能完全被接收者破解。因为人们“编码”的不仅是“表情”，很多时候也包含着情绪、态度。前者是外在的，而后者是内在的。有些时候，人们发出的表情包，与他们真实的内心感受未必是一致的，甚至表情包成为掩饰或压抑内心情绪的一种手段（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这时，为了交流的顺畅和维护自己的形象，他们更期待对方只接收表情包的表层含义，而不是内在的情绪。

在接收者那端，也有一个对表情包的解码过程。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同样的表情包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交流双方的熟悉程度、双方的关系性质、双方所属的群体等这些更大的交流“情境”，也都会影响到表情包的“解码”。

（三）从编码、解码到加密、解密

综合而言，表情包的意义生产，是在表情包的生产者与使用者、表情包的发出者与接收者两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完成的。编码与解码中参照的，既有一般的虚拟表情的编码规则，也有阶段性或群体性文化的编码规则，而在每一个使用情境中，使用者个体也会在其中加入个人规则，如图7-3所示。

与传统大众文化的编码不同的是，这一层层的规则，不仅是表情包的视觉化编码遵循的法则，还可能蕴含着对深层意义“加密”的密码。因为有些规则并非是普适的、主流的，而是小众的、亚文化的，甚至是个人化的，这些非大众化的规则为某些表情包设置了加密“门禁”，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它们的深层意义领地。作为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开放系统，没有人能统领表情包的规则，因此，每个群体、每个个体都有可能在其中圈出自己的领地，暗中设置“密码”。很多时候，群体或个体并不想让密码公开化，他们希望在表情包这个相对开放的文化领域中保有自我的空间与秘密，要进入他们的空间，首先需要破解密码，也就是理解他们的文化或心理。

[image: ]
图7-3　表情包中的多重编码规则与“密码”



经过层层编码与“加密”，看似明快的表情包，其表层意义可能会变得含混，深层意义则被掩藏起来。

于是，表情包的生产与使用，不仅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性的加密与解密过程。基于表情包的交流，很多时候也成了文化上的试探与“接头”。当双方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密码”时，会产生相互认同，“斗图”也会变成一种愉快的游戏。而如果出现文化密码的错位，无论双方是否意识到这种错位，交流中都有可能产生尴尬。有些时候误把对方当作同一系统的同道，也可能会在交流中产生误解。

二、作为标签的表情包

当表情包不断进化，表现手段和种类越来越多，编码和解码中蕴含的意义以及暗藏的密码也越来越丰富时，表情包也就逐步具有了“标签”的功能。

（一）“中老年表情包”：代际区隔的标签

表情包的使用具有显著的代际区隔性，因此也成了一种反映代际特征的标签。

在表现包使用方面，不同年龄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模式。90后以下的年轻人与60后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之间，更是形成了清晰界限。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选用的表情包更偏向于人像、动漫人物、动物等元素，表情包使用也像换衣服一样，会因时因情境不断变化。年轻用户赋予了表情包多元的意义，也会有表情包的多种“玩法”。

而对于中老年人群（特别是老年人）来说，表情包仅仅是表达心情的。日常交流中，他们多数会使用常规的表情符，节日是他们使用中老年表情包的高峰期，这时发出的表情包具有旧时的“明信片”“贺年卡”的功能。他们的“表情包库”也会保持较高的稳定性。

如前文所说，不同代际群体对于表情包的编码与解码，也存在显著差异。有时因为这种差异，交流中也可能出现错位。而编码的主导者是年轻人群，中老年人群，在这方面是完全被动的。

一方面，90后、95后、00后等年轻人群，用“中老年表情包”来调侃中老年人群的“传统”与不入流；另一方面，他们又可能主动使用这类表情包，他们可以赋予任何表情包自己所需的意义，哪怕这些表情包本来是他们“分配”给中老年人的。相反，那些试图用年轻人常用的表情包与孩子互动的中老年，往往收获的不是认同，而是孩子们的嘲笑。

“中老年表情包”其实也是年轻群体表达其优越感的一个标签。中老年表情包这个词并非由中老年人群自己创造，反而是年轻人群为其身份认同而制造的一个标签。因为年轻人群使用的表情包种类繁多，有很多子集，很难用同一个标签来界定，反倒是中老年表情包这个例外更容易成为年轻群体整体身份认同的否定性标签。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表情符（包括一些文字表达，如“呵呵”等）的原有含义被年轻网民颠覆，进而反逼一些中老年人放弃这些本来正面意义的表情符或表达，体现了年轻群体对网络话语权的“重构”。通过对表情包、表情符的再解释，他们将虚拟社交中的“意义定义权”，转移到自己的手中。

表情包代表的话语权争夺，不仅指向中老年人群，更多的是指向主流话语，正如研究者所说：“表情包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草根话语抵制主流话语的一种方式，虽然还没有摆脱传统的‘硬’平台，但本质是自己创立了一条以图像为主要表意形态话语体系的‘软’通道。”
[2]



（二）小众表情包：群体认同与群体文化的标签

即使是90后、95后、00后这些同属年轻人群的群体，在使用表情包时也会有差异，而不同文化取向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使用偏好。在一些群体也会出现自己独有的小众表情包。

在早期，网络表情符与表情包对群体的区隔是基于“空间”和“地界”的。在网络论坛兴盛时期，一些论坛创造了自己独有的表情符号，例如，猫扑将表情符称为“包子”，常用的253号包子表示对别人的景仰，874号包子表示愤怒不屑，197号表示相亲相爱，011号表示寒、不可思议等等……猫扑网友在多年的使用“包子”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丰富的“包子文化”。熟悉社区独有的表情符号，意味着掌握了社区成员的接头暗号。

但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中的群体不再囿于具体的空间，更多的群体是跨越空间的具有相同文化趣味与追求的“文化共同体”。这些新型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群体认同基础上。

群体认同意味着需要给群体设置边界。早期的网络社区主要是通过社区空间的边界来设置群体边界，但今天的一些网络群体，特别是某些具有文化共通性的族群，已经无法通过社区空间来圈定，这就需要一些新的边界。表情包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可以简单明了地识别，作为一种边界设定方式，也就具有可行性。

群体认同往往需要借助集体形式，集体仪式主要有四个功能，即识别群体成员、保证群体成员对群体的承诺、促进与联盟的合作、维持群体凝聚力。而一部分学者认为，同步动作是仪式和集体展演（collective display）的显著特征，包括宗教性的音乐、舞蹈、吟诵、游行等，强调群体成员之间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3]

 某些表情包的生产、传播与使用过程，也是某些群体的一种集体形式，它们虽然不像传统的仪式那样具有绝对的同步性，但是它们也在一定的时间周期上强调成员的一致性，如共同的使用与传播。

一些表情包诞生的过程代表着某个群体的特定行动和其中的集体记忆，因而也成为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志。

与群体认同相关，小众表情包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群体文化的表征，也是群体文化的一种标签。从这个角度看，小众化的表情包就像一件外衣，错穿了其他群体的外衣，可能别扭，也可能尴尬。

（三）表情包大战：政治态度与政治行动的标签

在一些时候，表情包也成为年轻网民的一种表达手段，成为恶搞、抗争的方式，其中也不乏政治性意味的行动。例如在“帝吧出征”的事件中，表情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表达方式，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在粉丝民族主义的其他集体行动中，表情包也成为一种新的“武器”。

有研究者指出，视觉传播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在Web2.0时代得以延续，因网络亚文化、网络迷因等新特征的介入，图像文本不仅仅成为新网络民族主义肇始的动因，并且成为网络交锋的手段和资源，进而形成了一种“竞争性视觉行动主义机制下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模式”
[4]

 。

在各种图像文本中，表情包有丰富的生产素材，可以灵活地进行图文组合，有可以模仿的生产规则，技术门槛低，易于传播，也容易形成对抗与竞争，因而也成了视觉行动主义机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积极参与到表情包大战，成为某些群体政治立场与属性的一种外化标签行为。

在特定时间内，追随使用某类表情包，也会传达出使用者的某种政治态度与立场。作为一种外化的标签，把表情包作为政治表达的手段，更为直接，也更容易相互传染。

三、作为社交表演面具的表情包

从表情包的“公共密码”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它们与社会热点、大众文化及群体亚文化、政治等的关系，但作为社交互动手段的表情包，我们还需要关心它在社交中的使用。

从社交角度看，最意味深长的，是人们在每一次使用表情包时加载的那些个人密码。经过了个人编码的表情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们社交互动时的一种面具。

美国学者戈夫曼在区分了社交表演中的前台与后台区域后指出，对应的，人们也有两种不同的行为语言：一种是非正式的或后台行为语言，另一种是在表演场合使用的行为语言。
[5]

 后台行为语言通常会更多暴露自我的真实状态，与他人互动中采用后台行为语言，可能是亲密关系的体现，但也可能是对他人的冒犯，而前台行为语言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会更克制以维持表演者良好的形象。从这个角度看，在网络互动中，表情包更多时候是一种前台行为语言，在那些“前台”区域的表演中广泛使用。

相比文字，表情包更适合表演，它去除了咬文嚼字的麻烦，抽象为可以信手拈来的脸谱，同时又因为其编码与解码的多义性，可以使发出者和接收者各取所需，发出者可以用其掩藏自己的不良情绪，但接收者却可以从中进行积极解读。与真实的表情相比，表情包可以承载更多的含义，也更容易控制。在网络互动中，它已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表演手段。

在基于表情包的表演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柔化、夸大、伪装、敷衍等表演情形。

（一）柔化性表演

在日常交流中，文字交流会更多呈现个人的棱角甚至锋芒，有时这也是引发摩擦与冲突的缘由。而表情包可以将人们的棱角柔化，就像拍照时的柔光滤镜一样，这也是一种自我形象的“美颜”。对于那些在他人眼里一贯严肃、高高在上的人来说，表情包的使用有可能瞬间让他们变得亲和、接地气。

多数表情包都具有动漫风格，这就使得它们自带气氛调节功能，能拉近交流双方的距离，为交流创造亲切、轻松的气氛。虽然不同群体的人使用表情包有各自的偏好，编码与解码也可能存在差异，但很多时候使用表情包这一行动本身，就代表了友好交流的姿态。在文字交流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改用表情包，也可能会缓和气氛。

（二）夸大性表演

相比文字输入，表情包的发送更为简便，因此，人们在使用表情包时会显得十分大方，常常可以一口气抛出一连串表情符，从表面来看这代表使用者情绪饱满、强烈，但有些时候它或许是真实情绪的一种夸大。表情包的数量未必与使用者的情绪呈正比，也未必与使用者的用心程度成正比。

表情包的夸张性使用，除了与个人性格相关外，还与互动中的表演需求相关，很多时候这是为了在互动特别是群体互动（如微信群）中，引起他人的注意，有时甚至会变成一种暗地较量的方式。

在群体互动中，表情包的夸张使用也会成为一种群体压力，使一些本来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的人被同化。

（三）伪装性表演

作为面具，表情包在某些时候不仅可以弱化自己的锋芒，还可以掩饰人们的真实心情，对心情进行“美图”。在私聊、群聊中不断弹出的各种“积极正面”的表情包背后，或许隐藏着大量负面情绪。

人们之所以需要对自己的心情进行“美图”甚至伪装，常常也是为了在虚拟社交的表演中维系自己的良好形象，以赢得更多社会资本。

相较于文字，以图形、图像等为主的表情包更具有伪装性。当人们不想写出自己不愿意写的文字时，表情包提供了一种妥协的方案。人们将自己安置在具有“安全”的通用“释义”的表情包里，以表达自己对互动环境的屈从，但内心，却可能是抗拒的。

在群体互动中，用表情包来进行伪装性表演尤其常见，特别是在那些强关系的互动中。

诸如微信群这样的强关系社区里，群体关系对个体的抑制与约束是较为明显的。人们出于虚拟的和现实的关系考虑，特别是基于社会资本方面的考虑，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从众的方式。而在压力之下来表达个人的态度与情感的时候，表情包成为了最简单也可以规避风险的表达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们写出违心的文字带来的内心纠结。

在群聊中，一种典型情况是，当某个人先打出一个或一串表情包时，后面很多人会完全原样复制。这种被称为“保持队形”的做法意味着，后面的人不需要为如何表达费心。“保持队形”，多数时候意味着安全，意味着不被孤立。

作家毕淑敏在一篇名为《表情包很多的你，表情却很少》的文章中写道：微笑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他对你微笑，并不表明他的善意，微笑只是金钱的等价物。他对你微笑，并不表明他的诚恳，微笑只是恶战的前奏。他对你微笑，并不说明他想帮助你，微笑只是一种谋略。他对你微笑，并不证明他对你的友谊，微笑只是麻痹你的一重帐幕……
[6]

 这段文字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表述，但它也揭示了社交场合某些微笑的伪装性。当人们可以用表情包来“微笑”“大笑”时，其伪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四）敷衍式表演

使用表情包的另一种可能，是对交流漫不经心但又不想得罪对方，抛出表情包可以延续互动，这是一种敷衍式的表演。相比文字表达，表情包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可以用低成本维持交流。

当然，并非所有表情包的使用都是敷衍的，表情包的发出者或许知道自己心里的诚意成分，而接收者未必能判断，作为接收者，更多时候会从积极方面解读信息，交流才能得以维系。一旦接收者发现了对方的敷衍，交流也就可能中止。

当然，表演或面具，都并非是贬义，它们都是交流策略的体现。对网络互动来说，任何人都可能需要利用表情包来承载适合自己的交流策略。

表情包是一种编码复杂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行走的网络文化。未来，无论是充当个人的面具，还是作为群体的标签，或是作为社会的表情方式，表情包的表现形式与承载密码还会不断演变。另一方面，像网络语言一样，表情包也在迂回包抄中，图谋着网络亚文化的突围。



注释：


[1]
 唐宏峰.套层与滑脱：表情包大战的图像分析［J］.中国图书评论，2016（6）.


[2]
 郑满宁.网络表情包的流行与话语空间的转向［J］.编辑之友，2016（8）.


[3]
 邹小燕，尹可丽，陆林.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基于动作、情绪与记忆［J］.心理科学进展，2018（5）.


[4]
 周逵，苗伟山.竞争性的图像行动主义：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一种视觉传播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6（11）.


[5]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9.


[6]
 毕淑敏.表情包很多的你，表情却很少［J］.意林，2018（10）.


第四节　网络视频：新生存方式与新文化运动

对于各类网络视频应用及其带来的影响，研究者常常会用表演、狂欢、偷窥、越轨文化等关键词来界定它们，但这些词只是代表了网络视频的某些侧面，而不是全部。

相比自拍、美图等，网络视频的应用是在更广的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因此，它不仅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及社会互动方式，更带来了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视频化生存，成为今天的一种新生活方式。视频应用，也是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独有的直播文化、鬼畜文化、弹幕文化等，新的文化甚至会建造出网络中新的文化城堡。

一、视频时代新的平民权利

数字时代已经给普通用户带来了很多新的权利，网络视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视频的应用，再一次为用户带来了新的权利及新的权利变现能力。

（一）影像创作权、记录权向民间的下放

影像创作，始于电影技术。电影技术诞生之初，记录了“火车进站”“水浇园丁”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但很快电影就走向艺术化表达。电视兴起后，也逐渐专业化，形成了其独有的表达形式与模式。虽然艺术化、专业化创作赋予了电影、电视强大的表现力，但是，这是以高成本、高技术、高度的分工为基础的，这也意味着，个人难以以一己之力承担起影像创作之“重”。

虽然家庭摄像设备的出现，使得部分普通人可以参与到视频创作中，但由于设备的昂贵、缺乏内容分享平台等原因，平民化的视频创作并没有形成大爆发。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将影像表达和传播门槛降低后，视频创作才真正成为一种新的平民权利。十多年前兴起的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开启了第一轮平民化视频生产运动。而移动时代带来的拍摄工具的随身化，加工工具的傻瓜化，以及传播平台的社交化，使得视频的生产与传播进一步日常化，也促成了新一波的草根化视频生产浪潮。

这也促使影像重新回归生活，丰富的生活给了个体无限的创作由头和素材，促成了民间视频创作的大爆发。民间的视频创作，一方面体现为视频作品本身的创意与呈现，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为视频中的“表演”。这里所说的表演指狭义的表演（包括才艺表演、戏剧化表演等）而非戈夫曼所说的社交互动性表演。曾经被作为艺术形式的表演，在走向平民化、日常化。人人都获得了在公共空间表演的权利。无论这些表演是否具备专业水准，它们都为人们的自我释放、自我表现提供了一种更具现实感的途径。

虽然用户进行视频生产的动机各不相同，有很多视频生产都还难以称为“艺术创作”，但是，或许与各类艺术的起源一样，无论是现实再现、游戏、模仿还是心灵表现甚或是无意识等动机，平民化的、非专业化的视频生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酝酿着创作能量。尽管用今天的专业眼光来看从中涌现的专业化作品并不多，但是，这些创作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视频作品样态的多样化甚至专业化标准的一定变化，也有可能对“创作”这一概念进行再定义。

多数普通用户使用视频，甚至不是为了创作，而只是为了记录，“记录美好生活”“记录世界，记录你”这些口号，虽然是由视频社交平台的运营者提炼的，但它们的确回应了网民使用视频手段的最朴素、最常见的动机。

记录是纪实性影像的一种重要功能，影像创作权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权。以往的影像记录，多是基于公共价值来判断记录对象、选择记录素材，实现的更多的是公共性记录，因此，很多时候也是宏大叙事。而网民生产的视频，更多的是微观的、个体的记录。虽然这些记录也是主观的，但是，当足够多的碎片化记录汇聚起来，也可以拼贴出一幅宏大的社会画卷，“一幅生生不息的清明上河图”
[1]

 。在这个画卷里，个体也有了自己的位置。

（二）个体表达权、存在感的增强与“变现”

虽然数字技术带来了用户的虚拟化生存，也推动了普通用户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但以往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主要是基于文字的意见表达，多数人表达产生的影响仍十分有限，甚至很多时候只是自娱自乐。他们在公共空间里的存在感很弱，更缺乏将虚拟空间表达权转化为现实空间权利与收益的“变现”能力。

但当个体的表达手段从文字转向视频之后，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表达内容和方式大大丰富，表达的素材可以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不需要见识与思想打底，拿起手机就可以拍视频。表达的力量不一定来自于技巧，而更可能来自于生活本身。

视频也让人们“现身”的机会大大增加，虚拟的ID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存在感来得快速直接，人们有更多机会被他人看见、关注、进入他人的生活，甚至对他人产生影响。

个体获得存在感的路径也在变得更多。除了前文说到的创作外，视频空间的存在感很多时候来源于生活的亮点。有些原生态的活法本身就有吸引他人的亮点，而有些时候，人们需要制造一些亮点，如独门绝技、生活技能与小窍门、搞笑的创意、催泪的故事等，以便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视频平台有不少表演以色情、自虐等作为卖点，以求博得眼球，除了经济上的动因外，这样的表演，也是为了体现自我存在感。有研究者在分析“快手”直播中的自虐现象时指出，任何人活着，都想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关注。但是可以想象，自虐视频中的那些主角们，他们都是没有钱、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甚至没有长相的人，他们从小到大基本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关注和欣赏。假如他们想获得关注和认可，靠什么呢？他们唯一能出卖的就是身体，通过残酷的自虐来获取关注。
[2]



观看者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呈现自己的存在感。那些花重金给主播送出礼物的观看者，除了用礼物来表达对直播者的喜爱与支持，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让主播和其他观看者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虽然是虚拟的方式，但是比起过去的电视直播来说，观看者昭示自己在场的可能性增加了。

进一步，这种存在感，也是一种对自我价值肯定的需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主播和看客在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渴望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基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所处的社会地位差异，这些只有在去身份化的直播间才容易得到满足。
[3]



在视频平台，虚拟的生存与表达同现实世界及现实自我有了更多的关联，网络行为与现实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在视频世界里获得的存在感，有时也会转化为现实世界里的存在感。少数获得了平台影响力的人也可能通过他人打赏、电商、分成等，获得经济收益，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有些甚至具有了一定的KOL的地位。

因此，视频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人们在视频平台的存在感与表达权等虚拟权利，也在以更多方式“变现”。

虽然在视频社交平台也会有马太效应与数字落差，并非所有用户生产者的视频都能得到同样的关注度，但是，至少它赋予普通用户更多体现存在感的可能。

而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数字落差。例如，快手引入了“基尼系数”机制，避免注意力资源的两极分化，让每个人获得相对均等的机会。
[4]

 而抖音平台根据观看者兴趣进行的视频内容推荐，也会使得各种不同用户生产的内容都有可能找到与之相匹配的用户，同样也增加了内容的曝光度，也因此提升了用户的存在感，刺激了他们的生产兴趣。

二、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

当普通人拥有了视频记录权、创作权，有了更多表达方式、现身机会和存在感后，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视频化生存方式，也用视频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视频化生存更深入地诠释了这句话，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视频平台既汇集了人们的平常人生与日常场景，又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人生的戏剧性，走向多样化的视频，也逐渐模糊了人生记录与戏剧表达、艺术创作的界限。

（一）在视频世界里展现与改变“活法”

对多数短视频生产者和视频直播者来说，进入视频平台的起步之初，他们没有创作意识与能力，只能是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素材。因此，他们的视频记录与分享大多会呈现简单、朴素的生活质感，有时就是生活的原样展示。但对看惯了电视、电影的戏剧化表现及套路化创作的人们来说，在视频平台骤然涌现的生活的原生态，反而带来了新鲜感，一些人也会受到鼓舞，开始模仿他人展示自己的生活。

于是，视频平台成为人们展示自己的活法最集中的平台。

在一篇标题为《在快手，7亿种活法》的特稿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直播者的故事
[5]

 ：

其一：

当他拿起手机，第一个打开的APP就是快手。卫星信号成为了虚拟的桥梁，将船与陆地连接了起来，他仿佛重新置身于人声鼎沸之中。这个长期漂泊在海上的船员感觉自己“一只脚站在了地上”，陆地上生活的人们艳羡他的生活，他有了粉丝、拥趸甚至倾慕者，“一个礼拜至少五天有人表白”，但他不怎么搭理，“没意思”，他说，人们透过屏幕，看到的大海纯净、蔚蓝、浪花翻滚、波光澹澹，海员生活也和优裕、闲适挂上了钩，但那些仰慕的女孩，很少有人读到他其实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的孤独。

其二：

每天清晨，第一缕曙光洒向乌苏里江，位于祖国最东方的抚远抓吉乡要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更早醒来。在这里生活了32年的渔民张鹏习惯了早晨四点钟起床，架起炉子烧上水、把开水灌进暖壶、揣上干粮就上船下江，在海岸线边搭塑料窝棚、启动渔船、撒下渔网，追逐乌苏里江“游动的黄金”——大马哈鱼。

在快手上玩短视频以后，张鹏积累了107万粉丝，相当于家乡抚远县全部人口的十倍。张鹏下网捕鱼，老婆多多就在旁边举着手机做直播，第一次直播，这对夫妇赚了20块钱。靠粉丝的礼物，他们攒了20万，结婚七年以后，终于在县城贷款买了新房子。

…………

与这两位直播者一样，很多视频直播者呈现出的活法，在他人眼里是陌生的、新鲜的，但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或许只是一种寻常生活。以往他们被这些平凡的生活消磨，而视频平台上他人的围观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寻常生活对他人的意义，也会用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与自我价值。过去日复一日的单调甚至孤独的生活，因为有了旁观者而有了不同的光泽和意义，这也给了他们与外界往来的期待。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活法在他人眼里可能都会有些特别的光亮，但以往的年代，人们相互隔绝，无法看到彼此，当视频平台将每个人的活法展现出来时，人们有了相互认识与学习、彼此欣赏与认同的可能。

视频分享也让一些有共同性的人群发现彼此并连接起来，使个体的生活汇聚为一种集体性生活。例如，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是视频分享的重要群体之一。生活的流动性，为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视频素材，而流动生活中的孤独，也使他们更需要他人的关注与陪伴。他们“记录沿途的见闻、各地的风物，他们甚至在快手上形成了线上线下水乳交融的社交生态，真正达到了天下卡车司机是一家的赛博团结境界”
[6]

 。

一位研究者在一篇名为《能让你发现更大世界的不是知乎，是快手》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有了TED，有了可汗学院，有了知乎和Quora，这些都是‘往上爬’的资源。相反，能够‘往下走’的渠道并不多”，而快手正是这样一种向下的渠道。“在有良好监管的基础上，互联网的发展给社会学、人类学调研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们总算能看到那些之前忽略了的大多数。”
[7]



在抖音平台，虽然走红的很多都是有颜值、有才艺的“小姐姐”“小哥哥”，但也有另外的故事在上演：

广西农妇甘有琴，在今日头条平台开通了一个昵称为“巧妇九妹”的账号，她上传的第一条视频的标题是“8个咸蛋，1斤猪肉，这次农村美女要搞什么，竟然如此大动干戈？”。视频里她在山间的“开放式厨房”里制作拿手菜肉沫蛋挞。视频很快就有超过28万次点击量。此后，她通过视频开始做电商。做电商的第一个月，在8天时间卖出了将近7万斤橘子，营业额达40万元。而通过平台签约、流量提成、打赏收益和农产品电商，她的年收入预计超过1000万元。
[8]

 类似她这样在视频平台走红并致富的草根，在几大视频平台上并不罕见。他们满足了其他群体用户对乡村生活的好奇，也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赢得了他人的认可。

一位叫张心荣的抖音用户，曾经做了45年篾匠，时代变迁让竹制品淡出生活，他的手艺也成了被现实冷落的绝技，但当他在抖音发布了自己做竹制品的一条短视频后，6个小时内获得近100万个点赞、10万条评论，短视频向他人展示了传统手艺的魅力，也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在公众视野里的存在感。
[9]

 和他一样，制作、销售油纸伞的余万伦，也曾经遭遇生意低迷。2018年底他注册了抖音账号，用短视频和直播介绍油纸伞的制作技艺，逐渐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油纸伞的订单也大大增加。
[10]

 类似的，很多因技术发展、职业更替而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手艺人，也通过视频平台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生存方式。手艺制作的产品不一定在现实中足以帮他们维持生计，但手艺的表演，成为他们新的谋生手段。

视频平台呈现了人们的活法，也改变了一些人的活法，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虽然快手与抖音这两大视频分享平台，目前定位不同，吸引的人群不同，前者更乡土化，后者则更具都市色彩，使用者在两个平台的视频呈现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两个平台的文化也有鲜明差异，但它们的共通之处是，让曾经人微言轻的个体，找到了自己平凡生活中那些可以分享、值得关注的不平凡之处。

一些人在展示自己的活法的同时，也在展示他们所在行业甚至社会的变迁。例如，一位来自河南周口的建筑工人拍摄的“中国尊”视频在快手上吸引了超过100万次浏览。在视频中，他的一位工友绑着安全绳吊在近500米的高空进行露天建筑作业，晃动的绳索和惊悚的高度让不少观看者胆战心惊。对于观看者来说，“以前看不到的城市建设过程，现在通过短视频被具象了”
[11]

 。

观看者，也因他人的短视频或直播，而了解了很多不同于自己的社会群体及其生活方式。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圈”与“层”的约束，人们了解自己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的机会有限。网络中某些社交平台门槛太高，在这些平台有话语权、有存在感的只是少数人，网络的一些互动空间也会加重圈层的分化与束缚，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中看到的仍然只是世界的一个角落，而低门槛、“广谱”的视频平台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多样性，特别是那些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存在感较低的人群及他们的活法，即使有些人的活法并不为多数人理解和接受。

人们不仅在展示自己的生活，围观他人的生活，也在相互学习，并共同制造了一些流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视频的桥段、流行的舞蹈到网红景点、网红食品。尽管在视频平台，展现独特的活法和独特的自我容易受到关注，但对那些生活相对平常的芸芸众生来说，追随也是一种活法。在这种追随中，人们发现了生活的新乐趣，也获得了新的拍摄题材，让自己可以蹭上热点，在平台获得更高的关注度。

在视频平台上流动的无数的视频，成为了社会的“毛细血管”，它们让社会的“末端”彼此相连，并构成自己的“微循环”。

可能在有些人眼里，视频世界里展示的生活是无聊的，观看这样的视频打发时间是对生命的无意义消耗，但是对于沉浸在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就是生活和生命。

在人们展现自己的活法，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时，也不免会展现出社会的一些阴暗面，例如出位的表演与直播等，也因此有很多人批评视频平台的乱象。但是，也应该看到，很多社会乱象并非是由直播或短视频本身创造出来的，它们早已存在，只是视频平台将原本隐藏着的或不为人所知的这些社会角落揭示出来。当然，视频平台需要充分意识到某些内容所带来的不良的示范效应及后果，适当的管理仍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虽然理论上视频平台可以展现世界的多样性，但很多时候，算法推荐下，人们还是容易局限于某一类型、某一类群体的视频。在帮助人们看到更大的世界与满足用户偏好这两者间的平衡，仍然并不容易拿捏。

类似的，视频世界的丰富性可能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一些群体的偏见，但人们也有可能因为视频中的表演与表现而对一些群体形成刻板印象。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曾经边缘的人群，在获得视频表达权利后，虽然可能会有机会获得他人的关注，但有时，一些人也会为了有更多被关注机会而扭曲自己的活法，或者为了迎合他人对自己群体的刻板印象而将自己在视频中的展示圈定在一些套路中。看上去增强了话语权与存在感，其实又是某种退让。

（二）既远又近的陪伴

网络视频不仅是记录与展现方式，也是一种社交，基于视频的相互陪伴，也成为视频化生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视频直播对于视频化陪伴尤为重要。社交性的视频直播有很多是无事件、无主题的，主播只是靠不停地说话、与观看者互动来维持直播，但是，很多时候仍会让人乐此不疲。

其实这样的无事件性直播并非移动时代首创，挪威广播公司（NRK）曾制作过一档《燃烧的壁炉》节目，没有配乐、没有解说，镜头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对着壁炉中熊熊燃烧的柴火。此外，该电视台还制作过以最原始、枯燥方式直播火车、邮轮行程的节目，这些节目都受到挪威观众的欢迎。

2013年央视网上线了“熊猫频道”，用固定机位24小时直播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熊猫的日常活动，这样的直播没有策划，没有角度变换，没有画面剪辑，更像是一个监控录像。但是，它所营造的效果，就像熊猫在自己的窗外，随时可以看它几眼。对于观看者而言，熊猫可以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陪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花钱才能在动物园看到的珍稀动物。

2015年国庆期间，腾讯视频在国内十几个主要景点架起摄像机，用固定机位一天24小时直播景点情况。尽管机位是固定的，但流动的时间和流动的人群也为观看者营造了足不出户却可置身各种景区的效果。

这些直播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营造陪伴感，也是直播的一种重要功能，这一点在网民的聊天性直播中得到证明和延续。

直播者与观看者之间虽然有空间上的距离，但是，直播这种形式可以在心理上拉近人们的距离，让双方感觉自己进入了彼此的生活空间。从社交角度看，物理空间距离会影响到人们心理上的距离感，而直播时，手机摄像头与主播的距离很近，观看者在视觉上感觉主播离自己很近，这也就容易转化为心理上的接近感，直播的场景往往也是生活化的空间，会让观看者产生“进入”与“在场”感。在这样的距离与空间下的日常聊天，也就更容易带来陪伴的效果。人们还可以随时进出各种不同的直播间，在各种直播进程中跳转，就像感觉在不同的聚会上同时现身，与各种不同的人相遇、对话。

除了聊天式的直播，“吃播”的流行，也说明了视频直播的陪伴功能。独自一人吃饭是孤独的典型表现之一，“吃饭”时的陪伴也显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吃”这种最日常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私人空间的行为向某些对象公开甚至邀请其加入时，也就成为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因此，在现实中，“吃饭”也是一种润滑感情的社交行为，吃播在空间上延展了这种原本属于小范围的社交。

当然，吃播也正在从简单的陪伴向多重功用方向发展。从吃播的主播方来看，吃播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动力之一。在这样的目标下，吃播越来越演变为表演，用镜头效果展现甚至夸大食物的诱惑，用极端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大胃王”形象，更容易吸引人们的观看，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但一些吃播的主播，虽然在镜头前展示了自己的“大胃”，镜头后却不得不催吐、催泻，吃播也成为一种自残。

而从吃播的观看者来说，除了陪伴感外，美食带来的视觉上的享受，以及看别人吃的过程，也可能带来一种替代性的心理满足。虽然很多人因为节食不敢吃，但看别人毫无顾忌地吃，也可以让自己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补偿。

除了吃饭，发呆、睡觉、刷牙、逛街等很多日常活动的直播或视频记录，也都能带来陪伴效果。

直播和其他视频分享之所以能带来陪伴效果，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空间与私人活动的开放，虽然它只是由视频生产者向观看者的单向开放。以往电视、电影这样的视频媒体不能提供这种开放性，文字表达也难以营造这样直接的近距离氛围。

在微信等强关系社交平台，虽然人们也会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活动，但强关系下人们顾忌较多，有时这种展示的修饰成分会更强，熟人之间的相互比较也使得这种展示变成一种暗中的“比赛”，很多时候人们处于“较量”而非陪伴的关系。而视频平台中人们更多地观看的是陌生人，视频带来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与相互陪伴，是一种虚拟的或想象的亲密关系。虽然这样的关系基本不能带来实际的社会资源，但在心理上，随机的相遇和陪伴，会让人更放松，它既能帮助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孤独，又不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负担。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们依靠不在身边的交流对象的直播创造一种在场感和陪伴感，另一方面，人们可能又会忽略、疏离身边的陪伴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基于社交成本和回报的考虑。前面章节已经对此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

（三）生存即创作，创作即生存

网络视频的发展赋予了普通用户创作权与创作能力，虽然多数用户一开始并不懂创作，但是，当视频应用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时，即使是普通用户生产的视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作”成分。视频化生存不断模糊了创作与生存的界限。一些创作者，也会逐渐走向专业化。


1.从生活还原到戏剧化表达


多数人早期使用视频直播或短视频时，都是用它们来直接反映、还原生活场景，短视频与视频直播的早期主要卖点是生活化质感，但是，过于日常化的呈现也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对视频生产者来说，如果要让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具有更高的关注度，仅仅日常化的生活直播或短视频，难以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和维系力。

制造戏剧性，成为一些用户生产视频时追求的新方向。视频中的“表演”，不再仅仅是才艺表演，而是真正向戏剧性表演或戏剧化创作发展。“人人都是戏精”的潜力，也在被视频平台激发出来。

多年前兴起的“家庭滑稽录像”，是录像机盛行的时代的一种UGC创造模式。滑稽是日常生活的戏剧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今天的网络视频的戏剧性，是“家庭滑稽录像”思维的延续与发展。除了滑稽以外，新奇、冲突、反转等，都是日常生活中蕴藏的常见的戏剧性。在一些视频平台，这样的戏剧性呈现得越来越多，一些用户也开始创作自己的“微剧”。

当然，用户生产的戏剧化的视频，通常不会像专业生产的电影、电视剧那样精耕细作，也不一定遵循专业程式，它们更多地还是来自于直觉与灵感。在这里面能脱颖而出的作品并不太多。

Papi酱这样的拥有中央戏剧学院导演专业背景的用户，在这方面的创作优势便被凸显出来。既有专业的经验与技术，又找到了表达的新形式，加之对现实生活的犀利观察，Papi酱以戏剧性的方式再现与调侃了生活，这也是她赢得关注的重要原因。未来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类似她这样的具有专业背景的视频生产者，以网络视频平台而不是传统的影视平台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


2.从原生态记录到艺术创作


除了内容上的戏剧性外，在表现形式方面，Vlog的出现，也使得用户生产视频的艺术标准提高了。除了对画面质量的要求外，还有了视觉效果、影像语言等更多专业化的要求。

在Vlog里，视频生产者通常既是拍摄者，也是主角。拍摄者的第一视角甚至出镜解说，虽然不是硬性规定，但这是多数Vlog的基本特征。

Vlogger也在进行“表演”，这既体现在视频里他们的出镜，也体现在他们通过视频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表演。而当作品成为他们的表演手段时，作品品质特别是作为视频艺术的水准，就自然成为了表演水平的重要衡量因素。

因此，Vlog带来了用户生产视频的艺术化发展这样一个分支，当然，它不会是唯一方向，生活化的视频直播与短视频还将会和它并行发展。而未来，更专业化的、时长更长的纪录片，也可能会成为网络视频生产者的一个新追求。

就像其他网络产品线一样，视频产品的开发也会经历各种摇摆，生活化与艺术化之间的摇摆，正是其产品演变的线索之一。用户也在不同时间节点上会有不同的偏好，从产品开发的角度看，也需要把握好这种摇摆。

当网络视频所依存的土壤越来越肥沃时，它培育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多样，一些生产者的目标也会越来越高，从生活化还原，到戏剧化、艺术化创作，这种逻辑，与电影、电视的发展逻辑也是相似的。只是网络视频的生产者更为多元，所以它的发展线索也会更多。

进一步，视频创作也可能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谋生手段。

（四）从“文字化生存”到“视频化生存”

虽然从传播角度看，网络视频是一种新的传播手段，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生活在视频世界，其意义不仅仅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而是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数字时代带来了“数字化生存”的普及，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人们数字化生存所倚重的手段有所不同，或者说，生存方式有所不同。在PC互联网发展阶段，由于产品、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人们的数字化生存主要是以“文字化”方式存在。文字化生存的空间，一是私人化的交流空间，如即时通信平台，二是公共化的空间，如论坛、博客、微博等。虽然在私人空间中人们的文字交流是平等的，但在公共空间里，人们的文字化生存能力会有很多差异。文字化生存，比拼的不仅是文字表达水平，也比拼人的阅历、见识、知识、思想等。因此，能够在其中胜出的人寥寥无几。虚拟空间的文字化生存很多时候也是隔绝或回避现实生活的。而视频化生存，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缺乏文字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也容易凭借视频产生存在感。

视频化生存，不仅意味着人们以视频这样一种符号方式存在与互动，也意味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化。

“媒介化”的研究是传播学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媒介化研究主要是面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个核心出发点是，媒介日益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自身也成为社会制度。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
[12]



虽然媒介化研究主要是在文化与社会层面，但媒介化这一思路也为我们研究新媒体时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参照。在媒介无孔不入的今天，人们的媒介化行为（以媒介为导向和中介，受制于媒介）也越来越普遍，媒介化行为与日常生活相互渗透与融合，人与人的互动也更多地依赖公共媒介。人们谋求自己的生活在公共化的媒介世界里的曝光，以此追逐公共媒介里的话语权，人们常常也会以如何进行媒介化表达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甚至会为了媒介化表达来调整生活。如同“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样，人们为了获得在媒介世界里的表达素材，也会在某些时候制造一些行动与情绪。而图片和视频或许是将人们现实生活“媒介化”的最好手段。

虽然也有学者批评“媒介化”的概念构想了一个以媒体技术特性为基础的单一的、线性的历史演变机制，而“中介化”的概念则更加开放，令我们想象媒体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形态
[13]

 ，但是，从视频化生存角度看，“媒介化”这一概念，或许更适用。

视频化生存，建立在几种基本要素的基础上：


1.视觉化素材


人们基于文字手段实现的数字化生存，具有很大的虚拟成分，尽管这些虚拟化生存背后也有很多现实动因，但人们的表达在很多方面可以超脱物理世界的羁绊，它们更多是精神性的。另一方面，个体也只能躲在文字背后，个体的形象与存在感是由他们生产的文字勾勒出来的，有时候，这种勾勒也是非常模糊的。

而视频则直接地映射了现实生活和物质世界，它需要现实影像作为其素材，不管这些素材是直接来源于真实生活，还是对现实的再加工。它并非信马由缰的神游，而是会受限于现实世界。因此，视频化生存具有更多“物质性”的成分。素材的易得性可能成为一些用户拿起手机拍摄的基本动因，素材的独特性会使视频拍摄者脱颖而出，新的素材也会给人们带来新的灵感，而素材的不足与枯竭也可能成为另一些人放弃视频化生存的理由。

人们的视频化生存，是一个不断寻找、发现和创造视觉素材的过程。他们会随时审视周遭环境以及自身的活动与行为是否适合拍视频，拍出来的视频是否能吸引他人的关注，也有可能为了拍视频而改变或规划自己的行为。就像人们为了拍出美食照片而去做美食并精心摆盘一样，很多人为了拍视频而去制造某些活动、打卡某些地点。视频既是一种手段，有时也变成一种目的，或者成为人们生活的导向。


2.视频化的空间


视频化的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或再加工。当然，屏幕的窄域与现实空间的广域之间必然有冲突，因此，即使生产者认为自己是对现实空间进行直接拍摄，没有任何后期处理，也不可能完全真正“还原”现实空间。

相比传统媒体的视频内容，海量用户提供的海量视频，大大提高了影像对现实空间的覆盖程度，碎片化的视频最终可能会拼贴出接近现实物理空间的视频空间。

海量、碎片视频所呈现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探索欲。

而从个体角度看，他们拍摄的视频中空间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一方面与视频生产者的自我表演策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视频世界里用户间的相互感染相关。后者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例如，网红地点会影响到人们在视频生产中的空间选择。

但人们去网红地点打卡，不仅仅是为了蹭热度、跟风，也是为了在视频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人们不愿意仅仅生活在视频世界，也需要不时地回到现实世界，打卡成为一种对现实空间的引流手段，打卡这个动作具有一种“用脚投票”的意义。当然在现实空间里去打卡时，人们可能会发现那些地方并没有那么美好，打卡过程也可能是虚拟空间幻象的破灭过程。

有研究者认为，“短视频生产对地理空间有着更显著的依赖，并反过来不断赋予空间新的属性，甚至覆盖了原有空间的各层指涉”
[14]

 。除了短视频外，直播等其他网络视频应用也有可能实现同样的效果。视频空间与现实的物理空间相互叠加、渲染，共同制造出新的空间“幻象”。

视频空间也是一个公私界限更加模糊的世界，它比文字更多地展示了私人化的空间，人们以私人空间的部分开放换取在公共空间的关注度。一旦获得足够多的他人的关注，那么人们的私人空间也就会进一步“公共化”。观看者也因此获得一种俯视、进入他人私人空间的权利。因此，视频化生存，也是在公域与私域的混合空间中的生存。


3.视频化的自我与生活


在视频空间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公众人物”。面对着实在的以及潜在的围观者，即使是以现实自我为基础的视频化生存，也具有一定的“真人秀”特征。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种视频化生存一开始真人成分较多，但当围观者越来越多时，“秀”的成分也会不断增加，出现越来越多的修饰、美化和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视频也是自拍和美图的一种延伸，在自拍和美图的表演中起作用的那些影响因素，如自我建构、自我认同、社会比较等，在视频化生存这里也都存在。而在时间的“伸张”中，自我呈现与表演的方式也在扩张，影响因素也变得更多元。

当然，视频不仅是一种自我呈现手段，很多时候它的呈现对象也是他人、景物、社会。但人们选取什么对象、用什么角度去呈现这些对象，或多或少也都折射出他们的自我。

对于很多人来说，视频化生存也是一种“滤镜化”生存。

由于技术的因素，“上镜”后的人与真实的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演员、主持人等为了在电影、电视画面中有更好的效果，有时不得不整容。而在普通人的视频化呈现中，更好的上镜效果却往往可以通过“滤镜”一键搞定。就像美图一样，滤镜化的短视频或视频直播，使人们可以更大程度上表演出理想的自我形象，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粉丝。

另一方面，人们对呈现在视频中的日常生活的选择与再构，也具有一种类似“滤镜”的效果，这也是作为表演的视频化生存所需要的。

视频作为一个界面，“粘连”起了现实与虚拟世界，它的一边是真实生活，另一边是视频中的生活。当然，两边的生活是可以相向流动的。现实生活可以作为灵感源泉与素材转化为视频，而人们在视频中制造的戏剧性或幻象，也可能最终变成现实。

现实生活与视频中呈现的生活，两者互为映照，视频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拟态”反映，也是对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再现与重构，这类似于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视频也赋予现实生活新的意义。对于那些视频的重度使用者来说，视频中的生活也会逐渐与现实生活融合，构成一种既非完全现实、但也并非虚拟的“拟态生活”状态。

因此，视频世界里的自我展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着互动关系，视频化生存的时间越长、沉浸程度越深，这种互动关系也会越密切。

在媒介化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媒介化使现实与媒介对现实的表征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异复杂化和模糊化。”
[15]

 在人们的视频化生存中，同样如此。


4.基于视频的互动


视频化的生存还需要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视频内容展开的互动。前文所说的视频化陪伴，正是其中一种主要的互动方式。

除了视频化陪伴外，模仿、学习也是常见的视频化互动方式。那些具有强生命力“模因”特征的视频桥段、一学就会的技艺和窍门、热门景点、网红食品，成为连接人们的纽带，甚至带来共同的行动，如“打卡”。

在直播间里，直播者与观看者也会形成即时的群体互动，有些群体的互动甚至会一直持续。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相同或相似的人群也可能借视频发现彼此的存在，并形成自己的圈子，前文所说的卡车司机群体便是如此。

三、直播：从个人化表演到群落性亚文化

在网络视频的发展中，视频直播的兴起尤为引人关注，除了承载着视频化生存的意义外，直播还在创造自己独有的文化。

（一）基于“真身”活动的表演

视频直播的流行，给人们提供了自拍、美图和文字“表演”等之外更多的表演舞台。视频直播中的表演，不只依赖个人形象或身体，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活动，如：聊天、日常生活、才艺展示、旅游、美食（包括吃播）、美妆、游戏、大型活动、实用教学、购物等。活动的丰富性大大延展了人们的表演空间。

从社交互动中的表演角度看，直播现场也就是一种“表演空间”。这样的现场更多地以私人性的空间来呈现，当然这种私人性主要体现在心理上，而非物理上。

作为一种社交互动中的“表演”，直播者私人空间与活动的开放度，始终与其印象整饰的策略相关，表演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前台与后台的一种把控能力。就像博客、微博等空间中的“文字性表演”一样，直播中对“后台”的展示，也是一种表演策略，适度地暴露“后台”，实际上也是为了换取观看者的信任与兴趣，创造更引人注目的“前台”效果。而某些看上去是幕后的活动，其实也是经过了策划与布置的前台。例如，看似完全生活化的直播中，仍然会有不少直播者通过滤镜、美颜摄像头、柔光灯箱、背景布景板的装饰，来产生更好的上镜效果，一些软件甚至可以完全改变直播者的外貌。一些看上去像家居空间的直播空间其实是布置过的公共直播间。而类似吃饭、睡觉这样的无意义的活动进入直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展示后台来赢得眼球的策略。

因此，人们自认为在直播中获得的“偷窥”感，在很多时候只是错觉。

还有一些直播，则将在某些事件中原来的后台变成前台进行直播。在今天的一些电视节目录制过程中，这种后台被前台化的现象更为常见，而直播者常常是参与节目录制的明星或工作人员。从电视角度看，节目需要展现精心选择、反复排练、没有任何纰漏的前台，而从网络角度看，人们更喜欢看到幕后的花絮、演员的原生态。当然，即使是这样的“后台”，也会经过选择与重构，仍然是一种“策略”。

但直播中的表演，不仅仅停留在社交互动性表演的层面，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才艺表演，特别是对于以直播为职业的“主播”来说。

与以文字为主要表达手段的其他平台的表演不同的是，颜值对于直播表演更为重要，因此，一些直播平台会提供各种滤镜等便捷的美化手段，但与此同时，直播者也需要一定的身体管理。“对于网络主播而言，特别是网络女主播，身体的商品化是其吸引、维持粉丝群体的关键。网络主播获得收益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便是源自通过管理身体而攫取、创造、满足受众欲望的能力。”
[16]



对于一些职业化的直播者来说，直播既是他们的表演方式，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与表演之间的界线更为模糊。

（二）制造属于个体的媒介事件

电视时代，一些重大政治、体育活动等事件的直播，被戴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等研究者视为一种“媒介事件”，一种电视仪式或“文化表演”。
[17]

 那么，视频直播是否也可以视作是属于个体的媒介事件？

戴扬和卡茨所指的媒介事件，是在日常性的节目中分离出的本身具有“神圣的”仪式色彩的电视节目，这是从大众传播、社会整合角度出发的。对个体的视频直播而言，从传统的“神圣性”角度看，它显然难以与传统媒体的“媒介事件”相提并论。戴扬和卡茨将电视的媒介事件的脚本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三大类型，对应着“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
[18]

 个体的媒介事件很难简单地归类到这些类型中。传统电视的媒介事件的价值，包括情感凝聚、维持和强化现有秩序、社会整合、文化认同等，对个体来说，这些也不一定都能成立。简单套用电视的媒介事件概念来解释个人直播，显然是不恰当的。

但媒介事件有两个重要特征“仪式性”与“表演”。对于个体来说，一旦将日常生活置于公共暴露之下，被他人围观时，它也会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仪式性和表演性，从这个角度看，它也具有某些媒介事件的特征。

个体直播中的仪式，更多的是主播与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仪式。按照兰德尔·柯林斯的观点，互动仪式基本条件之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无论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会因为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当然，正如第三章所分析的，网络中的仪式，所谓在场，更多的不是实体身体的在场，而是虚拟性的在场，直播同样如此。视频使得双方的身体在场感都会有所增强。

他人的在场使个体的日常化生活公开化。这种公开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个体的生活不再仅属于他个人，也成了别人生活的一部分。虽然直播展现的活动看似生活化，但随着观看者的增加，一些直播活动也会被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加工”和“表演”成分越来越大，逐渐变成公开的仪式。个体也会开始从观看者或公共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事件或生活的意义，并按照观看者的视角来设计直播的内容。

传统的电视媒体直播的媒介事件，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基本框架，这种框架也会反过来影响着后续的类似的活动。同样，作为个人化媒介事件的直播，通常也是一种程式化表演，也具有相对稳定的框架与模式，包括时间、直播主题与方式等。对个人直播来说，相对稳定的框架既有助于形成个人化的风格与标签，也有助于使观看者形成持续的预期或互动模式。

电视制造的媒介事件，需要生产者与观看者的共同行动，观众的行为是媒介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仪式的存在就在于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之中。观众的反应是仪式的重要特性之一。离开了反应，仪式就是空的”
[19]

 。在这个方面，个人直播也是类似的。只有主播而没有观看者，无法构成个人化的媒介事件，并且观看者与主播之间的互动，也应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套路，一些忠实的观看者也会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角色。

但在直播中，观众的角色不只是“反应”或配合演出，他们会对直播的进展起到更直接的干预。甚至主播想停止直播时，也未必完全能如愿，因为他可能会受到围观者的挽留。

如果个体直播延续时间足够长（这既可以指单次直播，也可以指一段时期内的直播），直播者与围观者之间，也可能会形成小的“群落”，有熟人的亲近感，相互期待，某些方面会达成共识与默契。当然，这种群落内部也可能形成“差序格局”。虽然直播间一直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早期加入者与后期加入者之间会有差异，长期收看直播的人，与临时性进入的人，也有差异。直播观看者之间会形成如柯林斯所说的一种“地位群体”
[20]

 ，也就是存在着地位、与直播者的关系强度等方面的差异。

虽然直播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但如果要成为个人的媒介事件，往往需要持续的坚持。其中的一些仪式性套路，也是在长期的坚持中逐步形成的。

（三）主播文化与直播间文化群落

在众多的直播者中，网络主播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直播文化的影响也最直接。

网络主播通常是指那些在直播间通过才艺表演、聊天、游戏解说等方式与观看者互动的人。虽然主播这个词带有电视媒体的痕迹，但网络主播与电视主播有着本质的差异。他们没有可以读的稿子，直播也没有固定的规程，更多的是通过互动来决定直播的进程。

网络主播的出现，引起了传统媒体从业者（尤其是电视从业者）的关注，他们也往往被放在传统的“播音”的视角下与电视主播相比较。尽管不乏对他们的批评，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以往我们都是把正规当专业，把字正腔圆当优美表达，注重的是信息传播的过程，而忽视了传播者及其信息的内部构造；在新媒体时代，这样的理论视角恐怕要换一换了，应以受众对信息及其传播者的感觉和感受为出发点。”
[21]

 网络主播的风靡，引发电视从业者对以往的传播模式的思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网络主播将表演与人际互动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人格化、个性化传播的力量，而这恰恰是以往电视主播所缺乏的。与一般直播者相比，主播们的直播，有更多的表演成分，特别是才艺展示。而直播本身，又具有很强的人际互动性质。这种互动，既是维系与推动直播继续发展的手段，也是激发主播与观看者情感共鸣的方式，尽管并非所有主播都能形成这样的效果。

表演才能与互动能力，两者共同构建了主播影响力，而那些有影响力的主播，也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文化个性，虽然很多是非主流的、亚文化的。这些亚文化属性，也是以往的电视媒体难以呈现的。虽然这也是主播现象及主播文化常常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今天的网络用户来说，这些亚文化也是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以主播为中心，每个直播间也可能形成一个小的文化群落。

有研究者指出，网络直播间是一个既有实在空间又有虚拟意义的“新部落”，在这里，通过在线表演和观看构成的互动具有视觉性和现场感，直播间的参与者彼此能感觉到他人的同时存在，能获得丰富的“场景信息”和情感体验，这是在线视频的传播优势。正是这种超越其他媒介方式的场景体验和共营情感，让在场者形成能彼此相认、获得身份认同的亚文化群体。由弹幕体现的社交行为是其主要的关系建构方式。
[22]



直播观看者可以在众多的直播间中去寻找那些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主播，也就是寻找自己的文化群落归属。他们也可以用弹幕、送礼物等方式来与主播和其他观看者互动，成为这一文化群落的贡献者。

与其他很多类型的社群相比，直播有更鲜活的人的存在感，主播与观看者之间、观看者彼此之间的互动更为直接、真切，更容易形成情感上的呼应。

也因此，一些观看者“往往将自家主播看成是带领他们踏平江湖的大哥，是整个粉丝群体的领袖，他们在直播的虚幻世界中能找到一种江湖热血”
[23]

 。

在主播的带领下，视频直播平台集中地创造与展现了一些亚文化。

在目前中国的直播平台中，快手平台中的主播，影响力最大，规模也最为可观。知名主播大多是东北人，出身基本是草根，他们将东北地方的语言特色与文化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的“喊麦”，更是成为网络主播亚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网友将喊麦调侃性地称为“乡村重金属”“城乡结合部杀马特rap”“带BGM的快板”……但也有人将它比作中国的黑人音乐，认为它是一种略带黑色幽默的草根话语表达。

以网络主播为代表的直播亚文化，更多地来源于草根、边缘群体的生活。与知乎、豆瓣等相比，大多数主播的表演的确并不“阳春白雪”，但是，他们正是以往的网络产品所忽略或压抑的群体。当直播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最简单而又能张扬他们能力的出口时，他们自然会不遗余力。

有研究者认为，亚文化的“抵抗”其实可以视之为一种“寻求认同”，是青年人希望获得社会认同感，或者是一种自我身份确认的表现，因此这种“抵抗”有时也是“微弱”的，并不对主流文化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24]



尽管这种寻求认同的“抵抗”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需要看到，有些主播会出现不当甚至突破法律底线的言行，直播对于这些言行的放大效应，更会带来不良影响。

四、“二次元”：视频世界里的另一座文化城堡

从记录、社交、表演等方面，视频平台给草根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栖息地，但在视频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些亚文化城堡，二次元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国内，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在二次元视频的生产与传播方面尤具代表性。哔哩哔哩网站的内容主要针对ACG（Animation、Comic、Game，简称ACG）爱好者，也就是所谓的御宅族或二次元。

前面的章节从亚文化圈子角度分析过二次元文化，对于二次元文化来说，文化的边界特征是显著的。二次元文化中，又包含着很多的子集，每个子集间也会有其边界。对于B站来说，其独特的视频内容（特别是“鬼畜”视频）及弹幕正是其文化边界的主要特征之一。

“鬼畜”视频指的是通过调音、剪辑等制作技术，将大众所熟知的影音文本、广告以及网络热点事件以循环、反复、具有节奏感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此构建出新的文本。
[25]

 有研究者总结“鬼畜”视频的特征时指出，“鬼畜”视频形式上的特征包括强象征性的画面、对白、标签以及迎合后结构主义碎片化特征的高频率视频剪辑等，它具有明显的仪式性的抵抗，反讽意味强烈，但这些仪式性的抵抗也可能成为某种商业卖点，被商业化收编。
[26]



虽然B站的内容不只有“鬼畜”视频，但是“鬼畜”视频是它的一个代表性标签。作为一种夸张性的二次创作，“鬼畜”视频沿袭了网络亚文化一贯的对主流文化反讽、解构的姿态，其内容风格特征更为明显。它是“恶搞”在视频时代的新发展，也是恶搞文化常态化的一种形式。

弹幕也是B站的标签之一。弹幕是在视频播放时直接在视频内容上飞过的文字评论。最早的弹幕网站是日本的NICONICO，这也是一个以二次元、ACG、动画分享为主的视频网站。虽然国内采用弹幕的视频网站很多，但B站对弹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评论是用户对内容的一种消费性生产，但以往视频网站的评论都是在视频播放区域之外的，被人关注的概率相对有限，但是，当评论与视频叠加在一起时，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会被吸引。弹幕成为观看者的自我表演的一个舞台，也带来了新的表演方式，例如“考据”。“考据”即点明视频中的某些情节或内容的来源，例如视频中的建筑、交通工具等物品来自现实世界的何处，一段音乐的素材来源，服装设计的灵感出处等。
[27]



在某种意义上，弹幕是观看者情绪的实时反馈器，某一个段落引起人们的评论点越多，也就意味着它对人们的情绪、兴趣和参与愿望的激发越大。当然弹幕数量与视频内容的质量并不完全对应，因为很多时候弹幕的内容是吐槽。弹幕也是一种典型的亨利·詹金斯所说的“文化挪用的过程”
[28]

 。它是视频生产者的意图与观看者的期待之间的交锋，是视频内容与人们现实生活的碰撞，也是传播效果的外化。今天人们早已意识到，大众传播不会如早期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地产生“魔弹”效果，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是十分复杂的，更多时候它是内容与受众之间的一种“化学反应”，弹幕使得内容在观众那端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个性化地、实时地、公开地呈现出来。无论是视频内容还是弹幕，都不一定会让受众“中弹”，但是，它们会激发出人们的情绪、情感与联想。弹幕文本的分析也正在成为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新的手段。

弹幕混融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也进一步体现了人们在传播中所寄予的新需求。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弹幕用户对弹幕形式功能的需求要大于对其内容功能的需求，弹幕展现出了人际传播中的闲聊关系，用户使用弹幕的目的在于情绪表达，弹幕的娱乐效果是受众自己生成的，这些特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威廉·史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对于大众传播游戏理论的阐释，为“作为玩乐的传播”提供了支撑。
[29]

 虽然弹幕的功能并非只有玩乐，但是，这种玩乐性，与网络亚文化的娱乐性特点是相吻合的。

弹幕为参与者制造了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在场”，同时观看视频的人发出的弹幕可以让他们感受彼此的存在，有时人们也会对他人的弹幕进行评论。而以往的观看者留下的视频，也会制造一种历时性在场。这也是弹幕带来仪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30]



弹幕也是一种文化“接头”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区隔的边界。不认同二次元文化，可能很难接受视频观看时满屏滚动的弹幕，而不懂某些梗，不懂某些流行词，很多时候也会看不懂弹幕的内容。“弹幕文本是一种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文本漩涡，它不断将其他来源的文本卷入自身，又不断生成新的流行语和意义。弹幕文本不断地衍生出种种新的流行词语，成为许多网络流行现象的源头，进而对商业文化和官方主流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31]

 虽然弹幕中的流行词语有可能会向商业文化和官方文化漫延，但那是有时间差的，从时间差中也可以识别人群。

除了基本边界的设置外，一些网站往往采用会员制，级别越高的会员能享受越多花样的弹幕。
[32]

 弹幕相关的权力也成为资历的区隔依据。

弹幕创造的文化相通人群的共同在场，以及特定的文化边界，也帮助它建立起视频世界里的一座座小城堡。

不同群体使用视频的诉求不同，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从视频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和文化归属。人们不同方式的参与和贡献，也使得现实世界在视频平台中呈现出五光十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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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微信红包中的社会图景
[1]



微信红包自2014年初推出以来，迅速风靡中国。它不仅继承与扩张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也成为微信平台中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红包是自我的一种特别的表演手段，它也是现实关系的某种网络镜像。相比自拍、美图、视频，微信红包覆盖的人群更为广泛，涉及的社会关系线索也更多样。因此，从红包这一视角，我们也可以探究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相互“纠缠”。

传统的红包承载着“人情”与“面子”，微信红包是否还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作为网络互动方式的微信红包，又是在如何映射和影响着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寻。

我们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方式进行研究，选取了北京、山西太原、四川成都、河北邢台、湖南长沙、广东深圳、山东青岛、吉林长春、内蒙古赤峰、浙江绍兴市新昌县、安徽六安市舒城县、甘肃兰州等城市或县城，同时考虑了访谈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文化程度、民族等的分布，最终确定访谈对象共102人。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参见附录列表。

在访谈中，我们设计了一些统一的问题，要求所有访谈者做出回答，便于我们对一些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此外，也请受访者自由地谈谈与红包相关的经历与感受。

访谈为我们认识微信红包用户的行为及微信红包的社会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也为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提供了可能。

一、一个红包，多种指向：微信红包使用者的动机

微信红包的使用动机，既直接反映了用户的需求，也反映了微信红包指向的使用场景。

表7-1分地区展示了受访者使用微信红包的动机。虽然我们的调查也许还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但还是能反映部分用户在使用微信红包时的动机与需求。


表7-1　受访者的微信红包使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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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调查项目为多选。

*两位用户提到的动因分别为宣泄情绪、奖励员工；

**该用户提到的动因为奖励员工。

从受访者的使用动机看，便捷化支付是他们最为认可的动机，比例超过七成（74/102），这说明微信扩张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其支付功能得到普遍认可。当然，作为支付功能使用的红包也有一定的地区性差异，安徽六安和内蒙古赤峰的受访者在这方面的使用程度相对较低，且这些使用者基本没有绑定银行卡。

虽然微信本身也有转账功能，但不少受访者还是喜欢用红包来转账。CS09号受访者表示，喜欢用红包转账的原因，一是因为红包在左下角更醒目，二是红包显得更喜庆。他的想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微信红包的游戏功能也得到了近70%的受访者的认可（69/102）。这是微信红包相对传统红包使用场景的另一个重要突破。

以凑热闹的心理来使用微信红包的受访者比例超过40%（44/102）。这种心理通常发生在群红包的场景下。这也是红包促进群内交流和活跃度的一个基础。

将“低成本社交”和“更好地融入群体”作为使用动机的用户均为40%左右（41/102）。而这两个选项都指向了微信红包的社会关系功能。尽管传统红包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交手段，但与之相比，微信将一对一的红包往来扩展到多对多的红包往来，使得红包在群体互动中显现出独特的作用。

“享受抢红包中的随机竞争”的受访者占比约30%（32/102）。“拼手气红包”是微信群红包设计的一个妙处。微信的开发者张小龙曾指出，做产品要懂人性，而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对随机的好奇。这种随机竞争的乐趣，也是微信红包作为游戏风靡的基础。

“求帮忙”也在逐步成为微信红包使用的一种典型场景，超过20%（23/102）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而在微信中的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到发红包求转发、发红包求参与投票等，正在各种微信群里兴起。

“希望捡便宜”虽然是一个不算高尚的动机，但也得到了20%（22/102）左右的受访者的认可。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当然，不少受访者也提到，在微信红包往来中不希望自己有人情债这样的心理负担，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认可微信红包可以帮助自己“在群中争夺话语权”的受访者比例为10%左右（12/102）。尽管持这种动机的用户并不是太普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红包对于群体关系是有一定影响的。

微信红包在2016年春节前推出的“红包照片”功能，使得红包在特定时候具有了“关系筛选”功能，把红包作为“关系筛选”方式的受访者有三位，他们利用红包进行关系筛选的场景并不只限于“红包照片”。虽然这种动机并不普遍，但也反映出微信红包的某些特殊意义。

除了上述选项外，还有两位受访者认为使用微信红包的动机是“奖励员工”，此外，虽然在使用动机的回答中直接提出“奖励”动机的受访者很少，但在受访者讲述的经历中，很多人都提到了红包在工作中的奖励或激励作用。

另有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的使用动机是“宣泄情绪”。虽然是个案，但是这也说明，就像其他网络互动一样，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或多或少与自己的情绪相关。

二、社会资本、人情与差序格局：微信红包外化的社会关系

虽然人们使用红包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上来说，红包互动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外化，选择什么人发红包，发多大的红包，在哪些群里参与红包互动，都显现着人们的关系线索。

传统红包在很多时候也被视为一种“人情”的表达方式，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情”，也与社会学视角中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微信红包与社会资本紧密关联，且应用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而基于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考虑，人们在微信红包往来中仍然会考虑人情的对等，也会顾及现实中的差序格局以及群体秩序。

（一）微信红包与社会资本的关联

前文介绍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布尔迪厄从场域角度所做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布尔迪厄认为，所谓场域（field），是把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有形塑作用，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场域都是关系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
[2]

 。

从场域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微信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微信空间是把各种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领域，它符合“场域”的基本要求，与传统的场域相比，它跨越时空的特性无疑大大地扩展了社会关系发展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微信中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强关系连接。它的技术结构决定了人们的关系连接的基本模式。与其他社交平台相比，微信的连接方式是多元的，既包括一对多的连接（朋友圈），又包括一对一的连接（私聊），同时还包括多对多的互动（群）。在不同的关系连接模式中，人们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与获取方式有所差异。

红包是微信场域中的一种特殊互动方式。与话语表达相比，红包表达风险更小，红包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也使得它在各种情境下都容易被人们接受。红包的使用依托微信所构建的关系网络，可以在微信的三种关系通道中使用，一对一红包和群红包对应着一对一的关系和多对多的关系，而在微信朋友圈晒红包的行为，则把在小范围甚至私人范围内的红包互动公开化。无论是哪种方式，微信红包都有可能扩展人们的社会网络，某些时候也可能提升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为社会资本的获取提供更广的基础。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投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要稳固关系，使其成为可靠的资源。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
[3]



从这个角度看，微信红包也可以视作社会资本的一种投资手段，同时还可作为社会资本投入或回报的一种量化方式。

在访谈和对一些微信群的观察中，我们发现：


1.微信红包对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对102人的访谈结果显示，67人认为微信红包对人际关系有正面影响，24人表示没有什么影响，6人表示有负面影响，另有2人表示说不清。这表明，多数人认为红包对人际关系起到了正向的作用。而人际关系的正向发展，对社会网络的发展是有价值的。因此，微信红包对人们的社会资本的获取与维护，有一定积极作用。

在群体关系下，微信红包也可以增加人们在群体里的参与度，一定程度上增加群体的归属感，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提升某些人在群体中的地位。

微信红包也有助于增加个体获得群体支持的可能。不少时候，人们会在微信群里开玩笑地说，能用红包解决的，就不要用其他方式。虽然是一种玩笑的口吻，但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红包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作用。

以往的社会资本的投入或回报多数并非可以即时地用金钱等量化方式来体现，而微信红包则实现了这一点。红包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互换方式，直截了当，效果更外在。


2.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微信红包对中等程度的关系的影响最为突出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人们的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大类，但如果要更细致研究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我们或许需要将强关系进行细分。其中，家人或亲人关系是最亲密、强度最高的，但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往往不大。而朋友关系和单位内关系、工作关系等这样的中等程度的关系，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而言，却往往更为重要。

在对102位受访者的访谈中，42人认为，微信红包对朋友关系影响明显；34人认为，微信红包对单位内关系影响明显；20人认为，微信红包对家人关系影响明显；15人认为，微信红包对商业关系影响明显；10人认为，微信红包对偶然关系影响明显；3人认为，红包对恋人关系影响明显。

而在希望用红包来维系什么关系的回答中，39位受访者表示希望用来维持朋友关系，38人表示希望用它来维持工作关系（包括单位内关系和单位外的业务关系），19人表示用来维持亲人或情侣关系，27人表示没有特别需要用红包维系的关系。

这两个方向的情况都表明，微信红包对中等程度关系的影响最突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于微信红包的应用，更多是出于社会资本的需要。

但LZ01号受访者也谈到了这样一个让他感觉不愉快的事：有一次他好心带了瓶酸奶给同事，没想到同事给自己发了个红包，他觉得很惊讶，内心也不舒服。他不喜欢用红包来衡量人际关系，他认为这样把关系都利益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打破。

而XC01号受访者表示，靠红包好起来的朋友关系不靠谱，还是要基于现实中的关系。这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微信用户的心理，他们对于仅仅基于利益因素建立的关系仍是不信任的。

虽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可量化的、可以用利益或社会资本来衡量的关系积累，但显然，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

（二）红包往来中的“人情对等”

就像传统红包一样，人们在选择微信红包发放的对象和大小时，常常会有一定的考虑。

TY11号受访者提到，发红包时会对金额进行分析，权衡一些情况来具体看。

CS06号受访者表示，接到大红包的时候也有心理负担，金额较大的红包是个不大不小的人情，总是要还的，所以对待这个态度比较谨慎。

CF01号受访者表示，发红包金额会参考别人的。高点儿可以，但是不能比别人低。

CD04号受访者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就应该保持红包的收支平衡，发的多了自己觉得还是有点吃亏，但是收得多了，又怕别人觉得自己小气。

红包是人情总是要还的，既不能在经济上吃亏，又不能给他人留下不好的社会形象。这或许是很多人发红包时的心理。这种心理包含了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双重考量。

我们在访谈中还发现，多数人会受到他人发微信红包行为的影响。

受到他人影响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参照他人发红包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发红包的行为。

41位受访者认为在群里他人发红包的方式对自己有影响；23位受访者认为一对一的红包中，他人发的红包对自己有影响；另外还有41位受访者认为他人对自己没有影响。可以看出，多数人使用微信红包时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TY07号受访者表示，通常自己过生日别人发多少红包，自己就会回多少。

QD04号受访者说，自己发的红包金额基本都是根据群中别人发的金额多少而定。从众因素较多。一般是别人先发起，以别人的发放金额作为参考。

这两位受访者的情况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人们在一对一红包和群红包中的行为模式。人们之所以在发红包时要以他人的行为作为参照，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投入，人们在发红包时要考虑投入与回报的均衡。回报不一定是经济层面的回报，还指向情感、认同等层面，而关系的对等、不欠人情常常是人们红包往来中的主要原则，这一点在传统红包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微信红包同样也继承了这一点。

受影响的另一种表现是，别人发红包的行为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或与他人的关系。

CD07号受访者表示，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如有朋友发超过50元以上的红包，就会思考下为什么，或者就因为收到某个人的红包，会和他聊上好久。

这位受访者所说的思考，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不欠人情。而因为红包和对方聊很久，则是用谈话这样一种行动去回报对方的红包投入，最终也是为了还人情。人情上的对等，仍是微信红包往来中人们普遍遵从的原则。

（三）微信红包延续的“差序格局”

由于与社会资本相关联，人们发红包的方式与金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关系程度，或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我们访谈的结果发现，超过六成（64/102）的受访者认为关系亲疏与发的红包大小有关系。

QD05号受访者非常明确地表示，她是根据关系远近来决定红包大小，逢年过节发红包时，关系越近总额越大。与她有类似想法的受访者也很多。

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红包是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体现，红包大小与关系亲疏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特别是在过年和结婚这样的场景下。微信红包或多或少延续了这种差序。而深层的原因，仍是人们对社会资本的投入与回报的考虑。

当然，由于亲人间表达感情和互动的方式很多，所以在给亲人的微信红包中，人们未必一定是用最大数额，但传达的感情色彩会更浓厚，特别是在恋人之间，5.20、9.9、13.14等数字更为常用。

除了红包大小外，一对一的发红包的对象常常也与关系远近有关。

LZ11号受访者的经历从反面说明了关系亲疏与红包的关系。他提到，过年时给别人发红包拜年，但对方不是自己的近亲属，于是拒收了红包，自己和对方都有点尴尬。

不少受访者都谈到了红包发错对象或抢错了定向红包的尴尬。这种尴尬是源于错误的关系“闯入”。

（四）群红包中的秩序与规则

一对一的红包反映了关系的亲疏，而群的红包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空间的等级关系，特别是在单位的群里。

TY08号受访者指出：

在群里发红包基至有点官场政治学，说白点，你总不好比领导大吧，自己发红包的时候还要考虑接收的每个人的金额等等。

另外一些受访者也谈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虽然微信红包双方关系的多样化、红包使用情境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红包中原有的秩序有一定的削弱，但不少微信群里，红包还是在另外的一个层面维护着既有社会关系中的秩序。

当然，在某些群中，这些秩序有时也会被打破，但这或许与群成员关系属性和群体的开放度有关。

在使用微信红包动机的回答中，表示希望用红包在群里争夺话语权的受访者只有10%左右（12/102）。尽管发红包，特别是数额比较大的红包，可能使群里普通用户在某一时间段风头盖过群主或单位领导，但是多数人并不希望这样做，他们仍然顾忌现实空间中的关系秩序。除非是红包接龙这样的游戏方式临时打破这些规则。

微信红包规则，是微信平台里一种典型的自组织规则。例如，多数群都有“红包接龙”的发红包模式，也就是手气最好的人发出下一个红包。虽然现在无法考证这样的规则是从某一个群出现再流传到其他群，还是同时从很多群形成，但是它的确成为微信红包世界通行的法则之一。这样的规则既能调动起所有人的参与，又有一定的刺激性，因而广为采用。

除了基于红包算法产生的接龙等规则外，在单位的群里，规则往往与工作有关。

CS03号受访者提到：

在工作群的话，一般比如今天生意好，就会发一个红包，但是一般都是指定到特别奖励的某个人，个数也只有一个，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把这个制度化了，规定出了一般什么情况下由谁来发，发多少，因为激励很及时非常有效，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类似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虽然不同单位群的规则不尽相同，但是多数都是拿红包作为奖励的手段。

群内的微信红包规则，成为人们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基础。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持续参加红包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维持和他人的良好关系，并获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如果抢了最大红包而不发出红包，或者只抢不发，就容易受到他人的鄙视，即使他们在经济上获利，但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形象，甚至可能影响到社会资本的获取。

各种不同的微信群里，红包规则的共识可能是最容易达成的。规则的形成，也有助于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的达成，从而强化人们的群体归属感。

（五）微信红包与社群融入及社群激励

微信红包不仅反映和维系着现实社会的某些关系模式，也为人们加入新的社群提供了可能。社群融入与社群中的激励，对人们的社会资本获取也具有显著意义。

在我们的研究中，CC03号受访者也许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个案，与很多受访者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在异乡打工的人，他把红包作为结交新朋友的一个重要方式。

刚进群我会看一下动静，比较活跃的话，我会跟着别人发，如果没什么动静，我会先发一个，激发一下。玩得兴奋的时候，就多发一些，希望跟大家更熟一点。

红包群里一般聊得放松一点，抢着抢着红包，遇到合心意、聊得好的人，我们会加上好友，有的还会见个面。通过红包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希望通过这种互动去结识适合自己的对象。红包给我带来了娱乐，真的太好了。没事的时候，感到孤独没人陪的时候，抢个红包会特别开心。

或许多数人都不像他这样把红包当作一种精神寄托，但作为一个在偏远的长春郊区打工的异乡人，周围没有太多熟人，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微信和红包群所扮演的角色的确是举足轻重。

与其他形式的群内互动方式相比，红包互动容易调动所有人的热情，包括平时在群里的潜水者。语言的表达，会因为表达能力的差异出现不同的效果，有些人说话一呼百应，有些人说话却激不起任何反响。但群里几乎所有红包表达都会得到回应，红包带来的一致行动“抢”，也有助于群体归属感的形成。红包作为群内的一种互动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群体的认同与持续。

微信红包对于群体特别是工作性质的群体也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这一点很多受访者都感同身受。

身为派出所所长的SZ02号受访者表示，工作群中发红包可以提高民警士气，尤其是假期中有人仍在加班时。而他的另一个感受是，红包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酒桌文化，大家忙着抢红包，劝酒都少了。

SZ03号受访者提到，在自己工作的单位，红包被作为一种管理创新的方式，例如上班迟到者发红包，开会前发红包。

SZ04号受访者则提到她所在的某个同学群用红包来互相监督学习的新应用模式。

QD03号受访者谈到了另一种今天越来越盛行的红包使用情境：出去参加培训活动，为了调动气氛，每次开讲前主办方都在群中发红包，随后大家就会轮流发。在类似这样的场景中，红包提高了组织方的号召力，也拉近了来自不同单位的陌生的培训者之间的距离。

当然，红包的刺激并不能替代其他的激励方式，且人们是否会对这样一种刺激方式渐渐形成“免疫力”也还有待观察。但至少在目前，红包对于群体成员的唤起与调动作用，仍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六）从“情感共同体”到“红包共同体”？

尽管红包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人们的互动，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于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不会用、不愿用微信红包的人，特别是老年人，微信红包对他们的影响也许未必都是正面的。当儿女们都在忙于用手机抢红包时，一些老年人可能被冷落，微信红包不仅把他们排斥在子女的社交圈外，也把他们排斥在时代之外。

身为研究生的LZ06号受访者认为：

微信红包也是一种技术鸿沟，把不会用手机的老人排除在外。人们从情感共同体变成红包共同体，容易造成长辈和晚辈间的隔阂。

他提到的“红包共同体”这样一个词，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今天的一种新现象。这样的情形最早并不是因微信红包而出现的，智能手机刚刚普及时，老年人被沉迷于手机的家人冷落的情形已经出现，微信虽然帮助一部分老年人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但微信红包给他们设置了新的技术或心理门槛，即使不绑定银行卡，很多老年人本能地会认为手机上的金钱往来是不安全的。无法参与微信红包互动，可能再次使他们与儿女们产生技术与社交上的隔阂。

除了老年人之外，一些不愿意参与红包互动的人，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扰。

虽然对于多数微信使用者来说，微信红包可能有助于增加社交与互动的机会，但如果红包的互动盖过了其他互动，如果红包在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三、超越“资本”：微信红包传达的情感

尽管红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但很多时候，红包也会超越社会资本的层面，而成为情感传达的一种媒介或纽带。

（一）红包推动亲密关系形成

发红包的行为，红包的数额，以及红包的封面文字等，都有成为情感媒介的可能。

恋人、夫妻之间对这种情感媒介的利用是最多的。LZ09号受访者提到的自己与妻子的互动就展现了这样的典型场景：有一次他妻子丢了社保卡，很沮丧，他于是给她发了个66元的红包，希望她顺顺利利，封面上还写上了“宝宝开心点”。过年他给妻子连发5个红包，凑起来是999.99元，寓意长长久久。

LZ02号受访者也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情人节的时候他在外出差，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红包，于是也发了一个200块的微信红包给妻子表达感情。妻子收到红包很觉意外和惊喜，因为丈夫很少给自己发红包，于是特地给他打来电话。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一对本来可能成为情侣的男女同学，因为误会而分道扬镳，女孩到美国继续求学，但两人同在班级微信群里，男孩注意到女孩在群里抢红包时收获甚微，于是向她发了一个一对一红包，正是这个红包重启了两人的关系，在此后男生猛烈的红包攻势以及双方的深度交流之下，两人重归于好。虽然这个“红包为媒”的个案本身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它还是说明，特殊情境下，微信红包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的催化剂。

成年子女给父母发微信红包，在今天也越来越常见，但有些父母收到孩子发来的红包却并不会打开。儿女用发红包表达感情，而父母用拒收红包来表达感情。子女们虽然有时也会抱怨父母，但他们更理解这其中父母的苦心。

在家庭其他成员间的感情传达中，红包还有其他的功用。

LZ01号受访者谈到的一种情形，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想对处于青春期的外甥女表达关心，但没有很好的沟通话题，找不到合适的交流方式。于是就在群里发红包故意让她抢，希望让她说话。

红包在家庭内部的交流中，也许可以作为交流或话题开启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存在着代沟或隔膜的家庭成员之间。比起其他方式，红包可能更容易打破僵局。

前文提到，接近20%的受访者认为微信红包对家人关系影响最大，这或许表明，微信红包也在成为部分家庭的一种常规交流方式。

LZ12号受访者通过红包感受到的感情，则超出了家庭范围，他说自己从小生活比较缺爱，内心敏感，在外上学收到别人的红包会觉得是一种安慰，一种关爱，并不在乎多少钱。这样的人也许并不普遍，但是从红包中感受他人关爱的心理需求应是比较普遍的。

（二）红包启动失联关系复苏

人们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不少原来的强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变成了弱关系。但微信的普及，也重启了很多几近失联的关系。而在这种重启中，红包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CD03号受访者的经历虽然不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在我们4个人的小群里发了红包，我们4个人就在群里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大学时光聊到现在的生活，本身这个群我没有保存，如果不是她的一个红包，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么好的契机了解彼此的现状，重拾当时的记忆。

CS06号受访者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

结婚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大概十几个，都给我发了红包，其他人都不奇怪，但是有一个高中同学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让我特别感动。我和他在高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但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了，整整6年。但是我在朋友圈晒出结婚证的时候，他第一个给我发红包，我记得很清楚，是52元，随着红包的也没有几句话。其实金额大小我不感冒，但是这种事情让我很感动。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惦记着我，这让我很开心。

上面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对于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来说，红包比一般性对话更能自然地重启联系，也具有投石问路的试探功能。如果对方愿意交流，接收红包就是一个信号。而如果对方不愿意联系，也不会出现文字交流中出现的尴尬。

（三）红包连接社会救助、互助

红包作为募捐或社会救助、互助方式也越来越普遍。在访谈中我们也听到了这样几个事例：

SC01号受访者是安徽六安舒城农村的一位村妇代会主任，当她看到同村一位葡萄种植户的葡萄滞销时，就在一个本村外地务工人员的群里发动大家想办法，很多外地务工人员想到，可以托她给自己在家乡的父母买葡萄吃，因为父母平时都舍不得自己花钱买。大家用红包给她转去买葡萄的钱。在这个群里，红包既是一种支付手段，更是一种感情与信任的传达手段。

LZ02号受访者也提到自己所在的一个群利用红包为病重老乡募集善款的故事。

微信群和朋友圈之所以容易通过红包发起一定规模的社会救助和互助，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微信平台熟人间的相互信任，以及社会救助的发起者的声誉与影响力；

二是红包这样一种参与方式的简便易行；

三是群体的感染和群体压力。

尽管微信平台的社会救助也有一些风险与问题，但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救助方式，在未来必然还会持续。当然，如何在这样的模式之外建立更为规范、长效的社会救助体系，仍是包括微信在内的新媒体平台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四、个性、面子与自我表达：微信红包投射的自我

微信红包虽然是一种互动行为，但是，作为微信中的一种重要社交方式，微信红包，或多或少也会成为自我形象塑造的方式，并且在某个方面投射着自我，它也作为体现个人“面子”的一种手段，反映着个体基于社会互动的自我认知。

（一）微信红包传达的个性

人们在微信中发红包的行为及方式，或多或少与他们的个性有关。

访谈中，在关于“你的性格与你发红包行为（频率、金额等）有关系吗”的回答中，超过七成（74/102）的受访者认为个人的性格与发红包的行为是有关系的。他们多数认为性格内向的人在发红包行为中也相对被动，主动发得少，而抢得多，而性格豪爽的人在主动发红包方面更为积极。

CF12号受访者则表示，自己个性比较独立，发红包时一般不会受别人影响，都是量力而行。

有人也把红包当作一个认识他人的窗口。

CS06号受访者表示：

会通过红包看领导，领导经常发红包，发大红包，会让我觉得这个领导人不错，这个公司有人情味，比较愿意待下去。

除了个性外，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地位也会影响到其红包行为。

在访谈中，我们也普遍发现，公务员身份的受访者对红包的使用更为谨慎。QD02号受访者的想法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公务员的身份，她对网络的金钱交易持有保守的心态，不是太喜欢在网上有过多金钱交易，红包太大别人会觉得自己有灰色收入。

类似的，身在快递业的CS09号受访者也表示，对来自下级的红包会比较谨慎，要考虑对方有什么目的。

（二）微信红包中的面子

传统红包也是中国人的“面子”的一种体现方式，特别是在非亲属关系的情境下。

研究界对面子的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但从不同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红包与面子的关联。

美国学者斯多弗（L.Stover）认为，面子并非一种个人属性，而是“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中国人的面子是一种用以维持森严的等级差异以及人际稳定性的社会意识。
[4]

 传统红包的规则与仪式，也与这样一种等级差异相关。

美国华裔心理学家丁托米（Ting-Toomey）认为，面子指在某种关系情境中，个体所主张的一种积极的社会自我心像。
[5]

 从这个意义上看，面子与戈夫曼所说的自我表演有关。而红包正是这样一种传达积极的社会自我心像的手段。

国内有研究者进一步将面子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1）基于能力要素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对他人认同自身能力以及由能力衍生的一切附属品（如成就、财富、地位等）的渴望；（2）基于人际关系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对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广泛的人脉网络以及在群体中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渴望；（3）基于个人品德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对他人认可自身品格和道德水准的渴望及其对自我的内在制约；（4）基于自主需要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不受他人控制、保持独立自主的自由意志及渴望。
[6]



传统的红包包含了这四个维度中的前两个，红包大小本身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与地位等），而红包本身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虽然微信红包大小与能力的关系在弱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个人能力这个维度的“面子”，但它在作为人际关系层面的面子方面，作用范围更广。

（三）红包推动下的自我表达

LZ08号受访者指出，喜欢发朋友圈和喜欢发红包之间有某种关联，都是想吸引眼球。

在注意力变得更为稀缺的今天，红包对于吸引他人注意力的确有一定作用。在微信群这样的多对多互动中，以红包昭示自己的存在感，也是很多人发红包的动因。当然，以红包唤起他人的注意，进一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人们对自己有更深层的认识。

XT04号受访者是一位内心文艺的女孩，但在成家之后，她感觉自己逐渐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失去了自我，别人也没有发现真正的她。偶然地，她利用红包这个手段来刺激人们关注她在朋友圈发的内容，后来她发现，这的确可以促进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还发现了与她志趣相投的人，她因此也提升了自我认同。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像她一样将微信红包用在这样的情境下，但是，对某些需要获得关注的人来说，红包有可能使别人聚焦于他们身上，从而获得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当然，在这种情境下，红包是途径，而不是目的。红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铺垫的作用，但是人们最终的表达方式，会超越红包。

总体来说，微信红包为个体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自我呈现及自我表达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从社交角度看，微信即社会，红包即关系。微信红包虽然扩大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但它作为社会关系中“人情”往来的社会资本属性、作为“面子”的个人表达功能，以及情感传达功能，相比传统红包，并没有实质变化。但是在微信这个场域中，红包互动更为广泛，微信红包编织的关系网可能大大超出传统红包涉及的关系网，因此，微信红包对于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更为明显。微信红包仍然受到现实中的关系模式的影响，一对一的红包发放仍然与现实社会的差序格局相关，群内红包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实秩序的制约。


附：访谈对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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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节由本人与学生共同完成。李多、陈哲、袁文幻、张佳莹、曹隶斯、郑贻丹等6位同学完成了相关的深度访谈。


[2]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35.


[3]
 卜长莉.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性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4（6）.


[4]
 赵卓嘉.面子理论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2012（5）.


[5]
 赵卓嘉.面子理论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2012（5）.


[6]
 赵卓嘉.面子理论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2012（5）.


第八章　数据与算法框架下的新媒体用户

作为节点的网络用户，随时随地在被数据化，也在不断被数据和算法所“计算”与“算计”。在一定意义上，用户的数据化也是一种“媒介化”——用户的状态、行为甚至思维活动在媒介中变成了抽象的数据，很多数据也是用户与媒介互动的结果。数据与算法带来了认识用户的一种新框架。这既可能使对用户的认识进入深层，也可能使用户面临更多的被“囚禁”的风险。


第一节　数据化生存：另一种媒介化生存

新媒体用户的数字化生存，在今天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数据化”生存。数据，不仅仅是个体思想与见解的记录，也是个体的行为、活动的另一种形态，数据成为个体的映射与化身，并且弥散在各种终端与平台中，因此也成为用户媒介化生存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的应用进一步刺激了个体数据的生成，未来可穿戴设备将使得更多人体本身的数据得到记录与分享。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任何数字化的信息都是“数据”，从个体对数据的控制关系角度来看，个体的“数据”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个体被动产生的数据内容，例如，用户进入网络中的各种平台，都要进行注册并提供相应的个人信息，这些用户信息的形成是由平台发起的，用户虽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提供。

第二种是个体主动生产的数据内容，无论是在论坛、即时通信、博客，还是微博、微信、视频平台中，用户都会自主地制造出大量的内容，这些内容，从信息处理角度说，也是数据。

第三种是介于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数据，如可穿戴设备形成的用户数据。用户在使用可穿戴设备方面具有主动性，或者说可选择性，但一旦使用这些设备后，设备产生的数据就是用户难以左右的，因而用户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这三种类型的数据，都是对个体的描述与记录，当然，前者相对稳定，而后者不断变化。个体主动生产的内容，更能反映个体“数据化”生存中的心理与诉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个体的数据又有“内容型”数据与“活动型”数据之分。“内容型”数据对应的情形是，用户行动的目的就是生产出直接在网络中发布的内容；而“活动型”数据（如人们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购买行为记录），本身并不是用户有意识生产的内容，而是用户活动的附属产物，但它同样是用户行为的重要记录，甚至是研究用户个性的重要依据。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于网络化生存，活动型数据也成了个体人生中的重要痕迹。

互联网早期，在作为群体互动空间的论坛里，网民更多的是通过公共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交锋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获得社会归属，争取社会认同，因此，在那样的空间里，“数据”更多地具有公共记录与公共交流的偏向。当然，公共交流的背后，一定有自我表达、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动因，只是从数据化的结果来看，相对而言个体的自我轨迹较多地被掩盖。

而从博客开始，“数据化”的重点开始向“自我”倾斜。数据成为个体重要的生活痕迹，个体在其中体现出来的对自我形象的展示与控制较论坛时期更为明显。“数据”成为人们展现与塑造“自我”的重要手段。

尽管每个个体的数据化有“整饰”的成分，但是，这些数据至少在记录个人行为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很多社会场景、社会活动，并传达出这背后的社会情绪。这些记录，可以与大众媒体的记录形成一种补充、印证关系。数据记录的个人碎片，与大众媒体的内容整合起来就是更丰富的社会图景。

但前文也多次提到，随时随地的数据化，也会使个体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中。在未来，随着对个体数据采集的手段的丰富、数据采集维度的增加，这些风险也会与日俱增。


第二节　用户画像的数据化描绘

对于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来说，用户数据主要的使用方向之一，是对用户画像的描绘，也就是通过用户在媒介中呈现的数据来反推其现实属性。

用户画像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交互设计/产品设计领域。交互设计之父阿兰·库柏（Alan Cooper）较早提出了用户画像（persona）的概念，并指出用户画像是真实用户的虚拟代表，是建立在真实数据之上的目标用户模型。在交互设计/产品设计领域，通常将用户画像界定为针对产品/服务目标群体真实特征的勾勒，是一种勾画目标客户、联系客户诉求与设计方向的有效工具，借助用户画像手段，设计师将头脑中的主观想象具化为目标用户的轮廓特征，进而构造出设计原型或产品原型。
[1]

 用户画像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即用户属性、用户特征、用户标签。
[2]



传统时代，因为数据获得的困难及相关技术的难度，用户画像往往是“群像”，这种群像也是粗略的、模糊的。而今天的用户画像，可以在个体、群体、整体等三个不同层面展开。

一、个体用户的数据化画像

今天大量的用户数据分析，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数据画像，其目标，是揭示用户的自然属性、个性特点、兴趣偏好、行为习惯、需求特征等，甚至有些画像还能揭示出个体的政治倾向、态度立场等。

个体用户的数据画像，主要依赖以下几类数据：

其一是用户在各种平台提供的相关个人信息。当然，由于隐私保护意识和其他心理，用户未必会完全提供真实信息，进行用户画像时需要通过相应方式对其中可能出现的信息偏差进行判断与纠正。

其二是用户在社交平台公开分享的内容。

虽然用户分享的内容，或多或少有表演的成分，但是，它们都是用户的某个角度的折射或镜像。

美国宾州大学的几位研究者以Twitter上66502位Twitter用户的头像以及他们发出的1亿450多万条推文内容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使用的头像与其性格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不同性格的人在使用头像时有显著区别，且可以根据头像的一些特征来推断人们的性格。例如，具有亲和力或严谨的用户在他们头像中显露出更多积极的情绪，开放度高的用户更喜欢用具有审美价值的照片作头像。
[3]



其三是用户在各种平台的行为数据，如浏览记录、点赞、购物行为等。对用户以往行为的分析，有助于发现行为的内在规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其未来趋向。

此外，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信息、群体归属、社会环境等，也是理解用户行为与需求的重要数据，后文将从“节点位置”这一角度做出进一步阐述。

从目前的个性化服务的角度看，用户的画像，最终常常是以“标签”的方式呈现，个体用户身上打上的标签越多，就意味着对他的了解越丰富。针对个体的算法，也常常是针对这些标签进行特定信息或产品的推送。

当然，用标签的方式来描述用户，也有着其局限性，因为用户的行为往往是综合的、变化的，离散的、静态的标签未必能完全反映一个复杂的个体。未来的智能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也会改善用户画像的方法，使其更精细、更具动态性。

二、群体用户的数据化画像

以往媒体的分众传播，主要面向基于人口统计变量划分的群体。而今天新媒体的群体，是虚拟空间中的社群或族群等。从用户画像角度看，除了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特征外，对群体成员的共同心理和共性特征的把握，更为重要。

目前对网络群体进行画像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针对群体进行营销或其他与经济相关的活动，二是为了对不同群体的文化进行研究，三是为了研究社会意见分布与走向，面向不同目的的用户画像框架会有所不同。网络群体也有不同的类型，其聚合模式不尽相同，在用户画像方面，也会有所差异。

（一）封闭的网络社群

前文提到网络社群通常是基于封闭的社区空间形成的，与下文提到的网络族群相比，社群通常边界清晰，所以在画像时，不需要过多考虑边界的问题。

多数这类封闭社群，其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规律可循。这时，理解社群特征的出发点，是社群成员的连接纽带，最常见的纽带是兴趣、文化偏好、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对社群的联系纽带的分析，是对社群进行用户画像的重点。

在这些社群里，往往也会形成一定的成员关系模式，例如常常会出现意见领袖这样的话语权中心，也会有一些意见领袖的跟随者。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模式的描绘，也是群体用户画像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对一些内容或产品推广而言，意见领袖是首先需要被说服和动员的。

（二）开放的网络族群

第三章对网络族群进行了界定，虽然对网络族群的定义尚不能达成共识，但是，网络族群的形成往往不是基于空间的封闭性，而是需要具备共同的文化属性、行为特征。甚至很多网络族群没有确切的聚集社区，成员分散在不同的网络空间里。对跨越不同空间的族群成员的发现，需要以文化和行为共性为线索。

对于网络族群，用户画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发现其行为或文化共性，提炼其特征标签且使其可以进行数据化测量，划分族群边界，刻画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例如，刘德寰等学者曾将手机族群分为拍客、农民工上网族、信息高手族、手机社交族、手机发布狂、围观潜水族、“围脖”族、折扣族、手机购物族、手机商务族、手机Game族、手机阅读控等若干族群，并对每一类人群进行了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描绘。
[4]

 这一分类，突出体现了不同族群的行为特征。当然，也有些族群主要是以文化特性为区分边界。

网络族群的画像研究，有些时候并不只是为了刻画一个孤立的族群，而是同时描绘在同一领域里的“一簇”族群，这既是为了对一个大的人群进行差异化研究，也是为了在比较中来体现每个族群的特点。

（三）离散的共性人群

除了网络族群，网络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离散但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的人群，这些人群还无法上升到“族群”的级别，他们的流动性也更强，但发现这些具有共性的人群并描绘他们的共性画像，在很多时候也是有意义的。

例如，有研究者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分析微博用户，并将其分成五类：群体1偏好使用微博发布关于情感生活的内容，对受到热议的政治经济环境、环保问题、社会教育等舆情事件也会积极参与、讨论；群体2关注当下的潮流，直接转发意见领袖的微博，随波逐流；群体3关注国家利益，维权意识强烈；群体4注重娱乐资讯，对国内的政治经济时事同样关注；群体5偏好于发布流行的事物、信息，文本中展现出强烈的个人情感程度，以搏出位。
[5]

 这个研究中描绘群体画像的思路综合体现了不同人群在使用动机、内容偏好和行为特征方面的不同特点。

对这些离散却有共性的人群进行画像，不仅可以为某些内容的传播或产品的营销提供目标，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络社会的公众心态及动向。

（四）共同地理空间中的网络人群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实体空间也成为聚合人群的一条线索，很多时候，在同一实体空间的人群是某类服务的目标人群，有时也需要对他们进行画像。对于这类人群来说，空间的定位是画像的基础，此外，还需要理解、分析从空间位置延伸出来的相关行为，对用户在这些用户上的特征或即时状态进行数据化分析。相比其他人群，基于空间的人群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其画像很多时候应该是实时的。

相关的研究也已在实践中出现。例如，有国外研究者通过采集机场用户的手机轨迹数据并从中抽取机场用户的实时行为特征，构建用户行为画像，判断机场排队、拥堵等情况，并且在此基础上基于用户画像模型研发了一个决策支持系统。
[6]



三、整体用户的数据化画像

这里所说的整体用户，是指某个产品或某个领域里的用户整体。虽然今天的数据化画像主要是面向个体和小群体的，但某些时候，一个产品的用户往往会有多个子群，在关注个体、子群的差异基础上，对用户整体的共同特征做出分析与判断，仍然是有必要的。对于媒体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整体用户的数据化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用户的构成结构

有些产品或领域的用户构成相对单一，有些则是由多种类型的用户构成的。将整体用户细分为若干“子集”，对每个子集进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描述、行为及文化共性的提炼，有助于对整体用户进行把握。

（二）用户在网络中的分布模式

对于某些网络产品来说，用户可能是集中在某些平台，甚至产品本身就是用户平台，但也有些产品的用户可能是分散在网络里的，例如新闻内容的用户，对自己的用户的分布模式做出分析，有助于寻找到产品到达用户的更优路径。

（三）用户使用产品的共性化场景

用户对产品的使用常常是基于一定的场景，即相应的时空和社交氛围。场景既有面向整体的共性化场景，也有面向个体的个性化场景。对于整体用户的分析，更多是针对共性化场景，也就是在一般人群中具有共性需求与行为特征的场景。构成共性化场景的基本要素包括：空间与环境、时间、行为共性等。这些大都是可以用数据化方式来描述的。

（四）用户对产品的使用习惯或模式分析

虽然不同用户子集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对产品的使用可能会有些共同习惯或模式，对这些习惯与模式做出分析，如使用时间段与时长、主要的终端类型、使用偏好等，可以为产品的优化提供参考。



注释：


[1]
 亓丛，吴俊.用户画像概念溯源与应用场景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2]
 宋美琦，陈烨，张瑞.用户画像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9（4）.


[3]
 LIU L Q，PREOTIUC-PIETRO D，SAMANI Z R，MOGHADDAM M E，UNGAR L H.Analyzing Personality through Social Media Profile Picture Choice［EB/OL］.http://www.sas.upenn.edu/~danielpr/imagepers16icwsm-slides.pdf.


[4]
 刘德寰，刘向清，崔凯，荆婧.正在发生的未来：手机人的族群与趋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5]
 林燕霞，谢湘生.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微博群体用户画像［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3）.


[6]
 宋美琦，陈烨，张瑞.用户画像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9（4）.


第三节　个体用户节点的位置测量

当个体用户成为一个个节点时，他们在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与特性，就需要用“位置”来衡量。正如网络上每一台计算机可以用一个地址来表示一样，用“位置”来测量每个用户，可以更精准地定位于每个用户。个体用户画像与其节点位置的结合，可以使用户分析更为精准、深入。

而网络中用户产生的数据，就是测量用户节点位置的主要依据。

用数据来测定的用户节点位置，主要包括物理位置、社会位置与服务位置，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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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用户节点位置测量的三个维度



一、节点化用户的物理位置的测量

对用户的物理位置的测量，是了解用户所处的空间特征的前提，目前服务商主要关注的是地理位置，其测量主要可以通过移动终端的定位系统来完成。

移动用户的物理位置在不断变化中，位置是一个自变量，它的每一个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与之关联的内容、社交与服务目标的变化。

在今天，地理位置的测量已经不再是难题，但是，如何理解地理位置与内容、社交、服务之间的关联，如何解决内容、社交、服务与特定空间需求的匹配，才是移动互联网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社交产品方面看，基于地理位置的微信“摇一摇”以及“陌陌”等，是典型的空间思维的应用。

而在服务产品方面，位置思维的应用更为突出，且成为了创新的重要源头。滴滴打车等打车类应用，正是完全建立在位置关联这一前提下。

从内容传播方面来看，目前移动媒体对空间的理解与运用还是比较初级的。如何真正基于位置这个变量来进行内容的个性化分发，甚至个性化生产，目前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仍然少见。这也是未来的场景化传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但无论是在内容、社交还是服务方面，目前服务商的关注重点是用户此时此地的位置及其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如第四章分析场景时提到，对移动用户的地理位置的分析与应用需要涉及三个阶段。除了此时此地外，还可以向“此前彼处”和“此后彼处”两个不同的时空延伸。分析用户从何处到达此处，可以更好地理解用户在此时此地的行为的目的及可能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满足了用户此时此地的需求后，如果能够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并提供相应服务，或者通过理解他们此时的行为而诱导他们的未来需求与行为方向，也可以产生新的产品或服务空间。

国内也有研究者提出了移动基站获得用户的位置数据，通过停留点的坐标集合建构用户的周期性活动规律和频繁活动规律研究用户的生活习惯的研究设想。其中周期性活动规律是指该用户在一天中各时段停留地理位置的概率分布，结合基站坐标的语义化信息推断出用户的住家、工作场所、偏好地点以及作息规律。频繁活动规律是指该用户的停留地点之间存在明显的顺序关系，结合基站坐标的语义化信息可推断出用户的活动目的与服务需求。通过移动点的坐标集合建构用户在停留点间的移动路径，通过该两点时间区间的交通路径、时间和速度展现该用户的交通方式以及选择偏好。
[1]



在未来，用户的物理位置，将不仅仅只是对应于一个地理位置数据，还会与其生活的空间环境的物理数据相关，如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人口密度等，这些数据也是提供相应服务的基础。而这些数据的采集，将主要依赖传感器。

二、节点化用户的社会位置的测量

此处提出的节点化用户的“社会位置”，指的是其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及这一位置中蕴含的资源。用户间的互动关系，或一个用户所处的社群、族群、社会圈子，或他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行为与需求。因此，精确评定这些社会因素，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服务用户。

与地理位置的测量相比，用户的社会位置测量相对困难，目前也没有被当作一种普遍的思维加以应用。但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网络服务，会逐步将用户的社会关系作为其变量或参照对象。

2015年8月，Facebook申请了一项专利，其技术核心是通过分析某个用户的好友数据对该用户进行评估。这一技术的一个应用情境是，当一个用户申请贷款的时候，贷款方会审查该用户社交网络好友的信用等级。只有这些好友的平均信用等级达到了最低的信用分要求，贷款方才会继续处理贷款申请。否则的话，该申请即被拒绝。
[2]

 尽管这一做法存在争议，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今天的服务商已经开始将一个用户的社交圈作为用户属性的一个维度来考虑。类似的，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融推出的芝麻信用分，对用户信用评价的一个维度，也是其人脉关系。

如何将用户的人际关系、社交圈、社会资本等，用数据的方式去进行量化的衡量与处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经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方法，但要更广泛而精确地对每个用户进行社会位置的测量，还需要依赖未来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三、节点化用户的服务位置的测量

用户的服务位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是用户的服务需求。用户在特定时空下，在自身惯性和某些特定情境的作用下，产生了什么样的需求，了解它们，是今天的个性化服务的前提之一。

其二是用户能够提供的资源。如前所述，在共享经济的导向下，今天的网络，需要更多地刺激用户的参与，使用户也成为资源的贡献者、服务的提供者。当用户既是消费者又是服务提供者时，对他们所包含的资源的了解，是促成他们的服务目标达成的基础。

而服务位置的测量，需要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用户主动生产的内容以及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等几者共同完成。

以往的个性化服务，主要是基于“服务位置”中的需求特征的了解，而今天，如果能把物理位置、社会位置以及同时包含了需求与资源特征的服务位置三者结合起来认识，就有可能把个性化服务推向更深层次。同时，只有有效评估用户的位置及能力，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和更有效地激发用户的潜在能量，促进用户的资源贡献。

节点位置分析与第四章提到的场景分析也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但场景还包括一些与时间相关的因素。



注释：


[1]
 黄文彬，徐山川，吴家辉，王军.移动用户画像构建研究［J］.现代情报，2016（10）.


[2]
 基于社交人脉关系数据的征信是否合理？是否合法？［EB/OL］.（2015-10-04）［2017-10-12］.http://www.huxiu.com/article/127376/1.html?f=index_feed_img.


第四节　数据、算法下的“落点”分析

当用户可以通过数据从各种不同角度与层面进行描述与分析时，基于数据分析来提供适配的内容与服务也就越来越可行。目前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算法或数据分析来测量用户的需求特征，进行信息或服务的定向推送。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今天的算法或数据分析主要完成的是“到达落点”的计算，也就是让内容或服务精准到达特定的用户，而这未必是算法的全部。算法或数据分析的进一步提升方向，是找寻内容打动用户的那些“心理落点”，以及内容消费与其他相关因素间的“关联落点”。三种落点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内容的匹配力、优化内容的传播动力、拓展内容的扩张力。

一、到达落点：三个层面的匹配

今天的个性化算法，力图解决的是内容与个体用户间的匹配，但从长远来看，算法还需要实现另外两个层面的匹配，即群体匹配与公共匹配。

（一）个体匹配要素：个人画像、节点“位置”、个性化场景、动态需求

个体的匹配，也就是针对个体在特定时空下的行为与需求特征进行场景化匹配，这依赖于几类要素的数据挖掘：个人画像、节点“位置”、个性化场景以及动态需求等。

画像、节点位置、场景等，是对用户进行数据化分析的不同视角，它们有所交叉，但也有所差异。通过算法来进行个体分析与匹配时，需要将几者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个体的分析与匹配既要能揭示个体的行为惯性、当下状态，也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行为及需求的走向。因此，在算法设计中，需要考虑人性中的那些摇摆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中的变数，例如：

“偶然”与“必然”：用户的行为有很多偶然性，如果把偶然行为当作算法依据，可能产生偏差。算法应该更多把握用户行为中的“必然”，以提高算法的有效性。

“凝固”与“流动”：用户在某个时段兴趣偏好会有稳定性，但时间推移，兴趣也可能会发生转移，如何及时预测用户需求的迁移，这是提高算法精准度的一个重要方向。

“套路”与“奇遇”：在迎合个体的行为“套路”的同时，算法也需要提供一些惯性之外的信息，给个体带来更多“奇遇”，让个体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悦耳”与“刺耳”：算法总希望顺应用户的心理，为他们提供“悦耳”的声音，但某些时候，它也需要提供一些刺耳的声音，让用户了解真实世界的多面性。

把握好这些摇摆与矛盾，算法才有可能提供更精准、更人性化、更具动态适应性的匹配。

（二）群体匹配要素：群体画像、群体动态需求、群体分布模式

对于群体匹配而言，需要匹配的三个重点要素为：群体画像、群体动态需求、群体分布模式。

前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群体的数据画像可能的方向，除了数据画像，要使算法推送的内容与群体精准匹配，还需要了解群体动态变化的需求。

某一群体的用户虽然不一定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网络社区，但他们在网络空间中仍会有一定的分布模式或规律，理解他们的分布模式，可以为信息分发的路径提供优化依据。

面向群体的内容分发，不仅要完成内容适配，还需要将内容与社区运营结合起来，将那些原本分散的用户引导到某个特定空间，为他们的互动提供可能。

（三）公共匹配要素：社会环境特征、社会热点、平台特点

个性化时代，我们仍然要推动公共信息穿透个体的“茧房”。公共匹配的目标是将有公共价值的信息传达出去，使之到达最广的人群，这也将是未来算法的一个努力方向。

要能有效地实现公共匹配，需要充分研究：

社会环境特征：社会环境决定了用户的需求，用户的需求也会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当下社会热点：当下热点是社会心理的外在反映，也是选题的来源和内容生产优化的依据，算法可以帮助内容生产者进行热点分析。

平台特点：尽管人们对某些公共信息的需求是相通的，但不同平台的传播模式不尽相同，人群对信息表现形式的偏好也有所不同。采用与平台适配的表现形式，可以提高内容的传播效果，而这背后，算法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公共匹配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分发，它实际上也会延伸或反馈到内容生产环节。

二、心理落点：在用户心理秘密中揭示传播动力

算法“算出”的“到达落点”依据的是用户阅读偏好的外在特征，它的所谓精准，更多的是“类型”匹配的精准，但除此之外，数据分析还需要深层探寻“心理落点”，也就是对用户深层心理进行分析，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

什么样的关键词最受关注？什么样的文章更容易被分享到社交平台？什么样的标题更容易被人点击？解密用户阅读行为背后的心理，可以帮助传播者更好地理解内容传播的动力，包括在社交传播中的动力，以及第二章提到的影响人对内容的传导性的因素，也可以使精准颗粒度变得更细。今天一些网络平台的数据已经可以让我们做出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如表8-1是对今日头条的阅读数据进行的统计，这些数据为相关分析提供了基础。


表8-1　今日头条平台的阅读量和分享量最高的20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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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数据由今日头条“算数中心”提供，数据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11月1日。

从表8-1中今日头条平台阅读量最高的20个关键词里，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这一平台上用户几种突出的心理特点或诉求：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情结：尽管今天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人们或多或少还有乡土情结。今日头条平台的用户在三线至五线城市的居多，他们也会格外关注农村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情绪：从1998年中国网络舆论的发端事件“印尼排华事件”到今天，与民族情绪有关的话题从来都牵动着中国互联网的敏感神经。“中国”“日本”“印度”“特朗普”等关键词成为热门，也正是这一情绪的体现。

全民焦虑社会的减压与愉悦需求：在中年油腻、中产焦虑、90后秃顶等阶段性话题背后，是全民焦虑社会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而减压、自我愉悦也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

与阅读量热词不同的是，今日头条平台分享量最高的热词，则多指向各种场景下的人际互动、生活关怀，它们更多体现了人情味。这也证明分享的动力，更多来自社交需要。

国外有研究者分析了Facebook和Twitter上转发量较大的1亿篇文章的标题，也发现了一些规律
[1]

 ，图8-2揭示了Facebook上热门文章的标题中最常用的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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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Facebook上文章标题中最热门的短语



资料来源：我们分析了1亿条阅读量超高的标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被标题党吸引［EB/OL］.（20180214）［20191012］.http://mp.weixin.qq.com/s/SkKSNYWCGvLxxb1F2jeJ4w.

从这些研究者的数据分析来看，标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词组是Will make you（会让你），它强调了内容与对读者的影响或效益。强调情绪影响的短语同样会对人们产生显著吸引力，如“喜极而泣”“让你哭泣”“让人起鸡皮疙瘩”“太可爱了”“震惊地看到”“融化你的心”“笑到停不下来”“吓坏了”等。

其他的引发人们阅读兴趣的心理动因还包括，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或探求欲（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否猜测”“原因在于”）、强调甄选（如“×张绝妙的图片”“前×名的歌曲”）等。

当然，从数据中分析用户的心理落点，是一个复杂的工作，上述数据分析只是非常初级的一个探索，未来的技术能够从收集的多元数据中完成对用户心理的更深入分析。

目前的数据，多是整体性的，还很少对不同人群心理做出“靶向”分析，但未来的数据积累与数据分析技术，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人群甚至个体的心理差异，为内容的精准分发提供更实在、更可靠的依据。

三、关联落点：关联因素分析提高内容扩张力

寻找关联落点，即是分析与内容消费相关的因素和行为，这既可以为精准分发提供依据，也可以帮助优化相关因素，提高传播效果，促进内容向社交、服务等领域的扩张。

今天的数据分析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如下几种典型的关联：

（一）内容消费与用户人口特征之间的关联

以往媒体的受众分析也涉及这方面的分析，但因为过去数据采集能力和分析技术的限制，分析相对粗糙，能完成的也只是对用户的简单“画像”。

但关联分析意味着，不仅要知道用户群体的面貌，还需要精准揭示与用户的某类行为相关的各种因素。

（二）内容消费与其他行为的关联

一个人在网络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有内在的关联，例如，从事数据分析的缔元信公司在分析中发现，经常访问军事类博客的网民对红酒更感兴趣。基于这个数据结果，缔元信给客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投放策略：选取网站博客频道中的军事类博客页面投放红酒广告。一个投放周期结束后，有效转化率高达18%，而行业的平均水平却低于5%。
[2]



分析内容消费与其他行为（如社交、网络购物、其他在线活动等）的关联，可以从更多线索来理解用户，为内容分发提供更准确的依据，也有助于实现不同产品的相互连接与转化。

（三）内容消费与终端特点的关联

终端不仅影响人们内容消费的界面与用户体验，反过来也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因此，今天也流行一种说法，“你买的不是手机，你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目前典型的分析是从手机品牌透视用户的内容阅读偏好，这不仅可以为手机内的预装应用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内容与其他领域服务的关联提供引导线索。

目前的分发平台主要研究单一因素与内容消费的关联，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分析技术，以实现多个因素的关联分析。



注释：


[1]
 我们分析了1亿条阅读量超高的标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被标题党吸引［EB/OL］.（2018-02-14）［2019-10-12］.http://mp.weixin.qq.com/s/SkKSNYWCGvLxxb1F2jeJ4w.


[2]
 大数据带来电商精准营销［EB/OL］.（2014-03-18）［2017-05-10］.http://www.ccidnet.com/2014/0318/5396263.shtml.


第五节　算法下的个体：数据时代的“囚徒”？

从个体角度看，目前数据应用与他们最直接的关联，是各种个性化算法。通过对与个体相关的数据的分析，来提供与之适配的内容或服务，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现实。

但算法带来的问题，近年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

一、算法是否会将人们囚禁在信息茧房中？

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出现，是信息过载时代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尊重与满足个体的信息权利的一种新手段。但在这一应用走向深层时，对它的争论也越发激烈。

今天伴随着个性化算法的一个常见话题是“信息茧房”，前文已经多次提到它。来自于美国学者桑斯坦的这个词，形象地描述了过去传播学研究中提出的“选择性心理”及其结果。

研究者对于“信息茧房”与算法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人将信息茧房视为算法的原罪之一，有人则认为信息茧房与算法无关。两种判断可能都有些极端。

尽管人的选择性心理从来就存在，传统媒体时代它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社会化媒体也在以社交圈的方式在强化人们的选择，但目前的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会以正反馈形式强化这种心理。桑斯坦提到信息茧房时，重点提到了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我的日报”，这也意味着，他对“信息茧房”的担忧，更多的是因为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兴起。

当然，多数人并不会依赖单一的信息平台，在个性化平台内容的“偏食”，可能从其他平台得到一定补充，因此，仅仅个性化算法平台，未必足以造成人们的封闭。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种不同层面的信息茧房，一种是某个平台或应用造成的茧房——局部的阅读内容的狭窄，一种是人们整体的视野与思维上的茧房——对社会环境感知的偏向。前者可能会对后者形成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今天人们对信息茧房是否存在、是否与算法有关联等方面的争论，其实也与人们对信息茧房的界定相关。有些人更看重的是前者，有些人则关注的是后者。

如果以桑斯坦对信息茧房的界定来看，作为一种选择性心理，信息茧房天然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因此不必担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偏好，这自然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每个人关注的只是自己兴趣内的那一小片天地，他对这以外的世界，会越来越缺乏了解，这或许不会影响到他个人的生活，但是，在需要公共对话的时候，人们会缺乏共同的“视角”，而如前文所述，共同“视角”的缺乏，意味着人们对一些事实的判断会出现差异，共识难以形成。同时，信息环境的封闭与狭隘，也可能会进一步固化人们的某些观点与立场。

桑斯坦认为，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茧房，就不可能兴隆，因为其自己的决定不会受到内部的充分的挑战。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信息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
[1]

 尽管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是在协商民主的语境下，但是，信息茧房的影响未必只局限于这一领域。

从人的社会归属需要角度看，公共交流与公共议程也是必要的。公共议程是联结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纽带。议程设置理论提出者之一唐纳德·肖还曾提出过“水平媒体”（Horizontal Media）和“垂直媒体”（Vertical Media）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水平媒体是某些小众的媒体，而垂直媒体是大众化的媒体。在唐纳德·肖看来，水平媒体与垂直媒体的交织，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纸草社会”（Papyrus Society）。
[2]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保持个性化信息满足与公共整合之间平衡的意义。

以往的研究都指出，大众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社会整合，这种整合是以公共信息的覆盖为前提的。今天的大众传播机制在发生变化，基于人际网络和算法的内容分发，正在成为大众传播的新基础，但是，传播的社会整合功能不应该因此而消失，能将各种人群整合起来的公共信息和公共议程仍需要到达最广泛的人群。

对个性化算法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有所警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如果运用得当，算法也可能成为刺破信息茧房的一种武器。

除前文所说，除了以算法来完成面向个体的内容推荐，算法也可以用于公共性内容的匹配，也就是通过算法洞察公众的共同心理，使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到达更广的人群，也同样可能帮助个体挣脱茧房的束缚。

二、算法是否会将人们囚禁在偏见与固有的社会结构中？

算法的另一种风险，是对社会偏见的继承，以及这些偏见可能带来的文化或社会禁锢。

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者发表的论文《基于面部图像的自动犯罪概率推断》引起了争议。2017年，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标题为《通过面部图像分析深度神经网络比人类更精准判断性取向》（Deep neural network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humans at detecting sexual orientation from facial images）的论文，称对男同性恋识别的准确率高达81%，对女性的性取向判别的准确率为74%，这一研究同样带来了巨大争论。
[3]



这些算法之所以引发争议，不仅是算法的准确度的问题，更是因为它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危险的倾向，即这些算法用于不当的目的时，会对某些人群或个体形成歧视与伤害。

这些极端个案中的歧视或许还容易识别，另外一些偏见却未必是人们自知的，但算法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它们继承。有研究者指出：“数据，在本质上，是人类观察世界的表征形式。不论是过去的小数据，还是现在的大数据，研究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在本质上都是在研究人本身……人类文化是存在偏见的，作为与人类社会同构的大数据，也必然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大数据算法仅仅是把这种歧视文化归纳出来而已。”
[4]



算法不仅在归纳与“同构”现有文化中的偏见、歧视，还可能用某种方式将它们放大，这一点，一些大数据的开发者体会更深，如国内大数据应用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周涛所言，“让我们不安的是，这种因为系统设计人员带来的初始偏见，有可能随着数据的积累和算法的运转慢慢强化放大”
[5]

 。

除了偏见、歧视外，算法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社会原有的结构，限制个体或资源在结构框架之外的流动。

今天算法已经开始被用于一些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体的决策，这种决策常常建立在对某些对象的数据分析与评估基础上。当算法可以精准地评估每一个对象，计算出与该对象相关的行动的代价与报偿，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有些对象将因为算法评估的不合格，而失去获得新资源的机会，例如获得投资、贷款、工作机会等。对于决策者，这似乎可以让他们减少自身的风险，但对于被评估、被决策的对象来说，这或许是不公平的。

对于个体，这意味着，数据和算法的偏见，有可能会把他们进一步困在原有的社会结构里。以往的年代靠人们的努力还时有奇迹出现，而今天在数据的监测和算法的评估下，人们的身份、地位和行为都被数据与算法打下烙印，这使得他们只能被圈定在与自己条件相吻合的社会位置和职业角色里。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愈加减少，而那些具有优良条件的个体，则会不断获得新的机会与资源。因此，算法或许会在某些方面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当然，就像“信息茧房”方面的讨论一样，未来的算法也应该致力于纠正而不是强化社会偏见。但这必须靠有效的制度而非数据开发者或使用者的自觉。

三、算法是否会使人们陷入“幸福地被操纵”？

或许，个性化算法还会带来另一个深层风险，那就是在个性化服务的“伺奉”下，个体逐渐失去自己的自主判断与选择能力，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或机器控制。

从人的本性来说，懒惰是天然的，想以最小的成本或付出获得最大的报偿，也是人之常情，个性化服务在这方面迎合了人性，但是，它也可能正在以方便、幸福的名义，渐渐地使人们对它产生依赖，并在不知不觉中被其麻痹，被其囚禁。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前言中提到了《1984》和《美丽新世界》暗喻的两种警告。“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尼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6]



算法看上去是为个体提供人性化服务的，但是它其实是对个体进行控制的另一种手段，在它背后，“老大哥”那只时时盯着人们的眼睛在忽明忽暗地闪现。波兹曼警告的两种力量正在“合体”，一直看着“你”的“老大哥”，也可能正是将“你”带向“幸福沉迷”的工业技术。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Facebook数据门后发文指出，近年一些大数据的研究，是想帮助积极心理学家找到一种方法，把我们向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幸福”方向“轻推”一把，包括快速恢复的能力和乐观情绪。……不仅是我们被控制和操纵，而且是“幸福”的人们隐秘而虚伪地要求以“为他们好”的名义被操纵。真相和幸福不能共存。真相是疼痛的；它带来不稳定；它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稳流动。选择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想要被幸福地操纵，还是让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创造力的风险中？
[7]



或许多数人今天并没有意识到将被幸福地操纵这样一种风险，或许有些人即使意识到这种风险仍然不能自拔。这是否是算法时代一个更大的“圈套”？人类是否有可能从这样一个圈套中逃离？也许答案还需要我们在未来去寻找。

四、个体权利的让渡：数据时代的必然代价？

数据时代对普通个体的另一个深层影响，是个体的全面数据化。

目前，当我们说到用户数据的时候，都是指“人”的数据，而未来媒介环境下，用户这个主体不再只简单对应着人的状态与活动。与人相关的各种智能物体，以及与人相关的环境，都成为描述与理解用户的重要变量。因此，用户的数据将更为多元，通过更多渠道生成、保存，这也意味着用户数据中暗藏的风险更大，数据权利的保护面临更大的挑战。

隐私权与被遗忘权，是数据时代背景下备受关注的两类个体权利。虽然实践发展推动了人们对这两种权利的意义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用户在这些权利方面却又感觉越来越无力，权利的让渡似乎成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一）以隐私换便利？

属于自己的数据，保存权却不在用户，用户本身也无法限制其使用范围，这是数字时代对隐私权的一个巨大挑战，棱镜门事件、Facebook数据门事件，更是引发了这方面集中的讨论。

2018年3月，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去使用它的。我想这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基本标准。
[8]



虽然李彦宏在这段话里也提到了互联网公司应该遵循相应原则，但媒体和公众更多关注的是他的“隐私换便利”这一说法，一时间，李彦宏成为众矢之的。

今天的公众未必都没有隐私保护意识，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拿隐私换便利，但是，对普通公众来说，一个大的问题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隐私会如何被侵犯，被侵犯到何种程度。他们与那些掌握并利用甚至可能出卖他们隐私数据的公司之间，天然是不平等的。在缺乏对自己数据的知情能力的情况下，隐私保护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在某些时候，以隐私换便利是用户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用户应该有权利知道，出让的是哪些隐私数据，能获取哪些便利，以便他们做出权衡。但今天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多数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即使有一些隐私条款，也往往语焉不详或者暗藏陷阱。

Facebook数据门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用户数据使用权限的边界。即使用户同意向某个服务商提供个人信息，但服务商是否有权向第三方透露？而第三方是否又可以再次将数据转手？网络中的数据都是相互关联的，获取未经授权的关联数据是否合法？或许在理论上做出限定是容易的，但在现实中的操作，又并非那么简单。

除了要对服务商的用户数据使用权限做出限定，另一个事关用户隐私权的问题是，今天的用户是否应该拥有一种隐身能力，使自己的数据不被他人获取或存储，从而在根本上保护自己？虽然表面上用户的一些设置可能会有助于他们的隐身，但事实上，获取某类数据的方法往往不止一种。例如，即使人们出于安全考虑而关闭了手机GPS定位功能，网络服务商仍有其他办法对其进行定位。今天一些个案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服务商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电脑或手机上的摄像头、麦克风等暗中获取他们的信息，隐身变得更为困难。

在个体被随时随地“数字化”映射的情况下，隐身，也是保护隐私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在法律上要独立形成一种“隐身权”或许并不现实（它更有可能是隐私权中的一部分），但至少在技术层面，需要给予用户更多的“隐身”可能。在物联网将广泛应用的未来，隐身许可将变得更为重要。

（二）“遗忘”变成例外？

曾经因《大数据时代》一书而在中国获得广泛关注的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另一本关于大数据时代的著作《删除：大数据时代的取舍之道》里，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遗忘变成例外，记忆成为常态，人类住进了数字化的圆形监狱。
[9]



舍恩伯格不仅指出了“数字化监视”这个现实，也指出了因数据保留的永恒而使监视成为永恒的可能。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催生了被遗忘权这一概念。被遗忘权概念在官方的首次提出是在欧盟2012年出台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条例称：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与其个人相关的资料信息。该权利被称为被遗忘及擦除权（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o erasure）。

在中国，201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指出，当个人信息主体有正当理由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及时对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经国家主席令颁布了《网络安全法》，正式确认了个人对其网上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

不管是将被遗忘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人权利提出，还是将它列入擦除（或删除）权中，这些新概念的出现，都是对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存留风险做出的法律回应。

对被遗忘权的讨论，常常会涉及它与言论自由、国家安全的关系。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被遗忘权主要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认为，当言论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个体可以以保护隐私权为名，用“被遗忘权”删除自己的言论，从而保护个体的言论自由；第二种认为，言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与私人领域无关，即便个体要使用“被遗忘权”保护自己，也与隐私权毫无关系，因此，坚持“被遗忘权”不利于保护言论自由。
[10]

 欧盟更倾向于前者，而美国更倾向于后者。有研究者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对待隐私的差异，体现了西方关于隐私的两种文化，即尊严与自由，前者的主要危险被欧洲国家认为在于大众传媒；后者的最大威胁被美国认为来自政府。
[11]



传播学者吴飞等指出，一方面我们要保护私人领地的神圣性，要防止有人假公济私，但同样也必须保护公共领域的开放性，要防止有人假私损公。
[12]

 但这种平衡的拿捏并非易事。

而从法律层面看，被遗忘权的具体执行也存在很多难题，如被遗忘权的效力（包括内容效力、范围效力等）、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范围（这一权力对公共人物、罪犯与恐怖分子是否适用）、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范围等。
[13]

 欧盟经过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修正，于2016年4月又公布了新的被遗忘权规则。但不同于此前在规则中的独立地位，此次的被遗忘权被放在擦除权之后以括号的形式标注出。因此，也有研究者分析，这或许意味着被遗忘权将被“遗忘”。
[14]

 在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中出现的“删除权”，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被遗忘权，它更多的是“作为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设立的，而整体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保障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稳定”
[15]

 。

从技术上看，网络信息复制、扩散的方便，也意味着“删除”未必是能“一键实现”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被遗忘权或删除权更多的是在学界和法律界被讨论，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在今天，数据上的“遗忘”还是例外。

即使有被遗忘权或删除权，个体也会面临比以往更多的风险，虽然谨言慎行或许是人们自认为的减少风险的办法，但在算法通过若干点赞就可以判断用户的性格的情况下，在未来各种传感器可以随时随地捕捉人的数据的情况下，记忆仍会是常态。



注释：


[1]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2]
 观点出自唐纳德·肖于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座。


[3]
 AI算法通过照片识别同性恋准确率超过人类，斯坦福大学研究惹争议［EB/OL］.（2017-09-08）［2018-04-30］.http://tech.ifeng.com/a/20170908/44676783_0.shtml.


[4]
 张玉宏，秦志光，肖乐.大数据算法的歧视本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5）.


[5]
 周涛.数据的偏见［J］.金融博览，2017（5）.


[6]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


[7]
 齐泽克评“脸书泄密门”：我们要幸福地被操控吗？［EB/OL］.（2018-04-03）［2018-08-08］.http://mp.weixin.qq.com/s/4XqYOVKoWCBOjEn8_VYj7A.


[8]
 李彦宏.中国用户愿用隐私换效率［EB/OL］.（2018-03-26）［2018-05-15］.http://tech.ifeng.com/a/20180326/44919938_0.shtml.


[9]
 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5-18.


[10]
 吴飞，傅正科.大数据与“被遗忘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11]
 郑志峰.网络社会的被遗忘权研究［J］.法商研究，2015（6）.


[12]
 同①.


[13]
 同②.


[14]
 万方.终将被遗忘的权利：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思考［J］.法学评论，2016（6）.


[15]
 周冲.个人信息保护：中国与欧盟删除权异同论［J］.新闻记者，2017（8）.


第六节　数据素养：数据时代的基本公民素养

新媒体用户在自身被不断数据化的同时，也被前所未有的各类数据应用和各种数据包围。但数据并不必然等于“准确”。数据时代人们可能会面临更多认识上的误区，也会因数据误导或误用而落入更多陷阱。数据时代的用户需要一种新的素养，那就是数据素养。这种素养不仅关系到他们在数据时代的认知能力，也关系到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一、数据时代的数据风险

尽管数据应用的价值不可否定，但数据应用的不当或失范，也会带来很多风险。

数据往往被当作描述客观事物、揭示真相的一种手段，但是，数据应用本身有一整套的规范，如果不遵循这些规范，或者在数据应用中出现了漏洞而未能察觉，未来我们或许会被更多由貌似客观的数据堆积成的假象所包围。从数据生产的角度看，每一个相关的步骤，都可能存在着导致假象的因素。

（一）数据样本偏差带来的“以偏概全”

尽管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而大数据的卖点之一就是“全样本”，但事实上，在现实中，获得“全样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的数据，特别是互联网数据，被少数平台垄断，出于利益保护等因素考虑，平台通常并不愿意将数据完全公开。他人从这些平台“扒”数据时，会受到技术能力和权限等限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的完整性。平台本身，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必能保留全样本数据，例如，在社交平台，删帖必然会导致相关内容的不完整。

大数据分析也常常要依赖行业性数据，但在中国，由于历史性的原因，很多行业本身就缺乏完整、系统的数据积累，能提供的，常常也是残缺的数据。

即使是传统的小样本分析，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等方面的质量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无论是全样本数据，还是行业数据，或是传统抽样方法下的小数据等，都可能存在样本不完整的问题，这也必然对数据分析结果的完整性、代表性产生影响。

（二）“脏数据”带来的污染

除了样本的问题外，用各种方式获取的数据，本身质量也可能存在问题。部分缺失的数据、重复的数据、失效的数据、造假的数据等，都被称为“脏数据”。尽管数据处理前都会要求数据清洗，但这未必能完全消除脏数据带来的污染。某些数据分析者也可能因为一些原因而无视脏数据的存在，甚至会制造一些脏数据、假数据。

（三）数据分析模型偏差带来的方向性错误

完整、可用的数据只是数据分析的前提，要利用数据来准确描述或解释客观现象，还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析模型。但是一些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有可能建立的模型本身是有偏差的，有些数据应用者，甚至是为了得到自己希望的结果而在分析模型的设计中进行人为的“扭曲”，这些都必然导致结果的偏差。

（四）数据挖掘能力有限带来的“浅尝辄止”

数据量愈大、数据种类愈丰富、数据应用目标愈多元，也就意味着对数据挖掘能力的要求愈高，然而当各种力量都在快马加鞭地涌入数据应用领域，争做各类数据产品时，却未必都拥有相应的数据挖掘能力。特别是在媒体行业，以往数据应用传统的缺乏、技术能力的不足，都会限制其数据挖掘能力，然而外界压力却又在迫使媒体力不从心地走向数据化，因此，数据应用多流于表层，其中的漏洞也越来越多。作为“拟态环境”的构建方式，媒体生产的过于简单的、浅层的数据，也可能会误导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五）数据解读的偏差

数据解读能力，是数据利用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层面。而没有良好的数据方面的训练，对数据的解读可能会出现主观随意、简单化等种种问题，例如，将数据的相关关系过度解读为因果关系，是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数据解读往往也是在横向或纵向比较中完成的，如果缺乏参照信息，或比较性数据出现了问题，解读自然也容易产生偏差。

数据描述与分析偏差，不仅会给我们对环境的认识带来误导，更大的风险是，它们可能带来决策偏差。在大数据或其他数据分析方法越来越多地用于公共决策和个人决策的指导时，这种风险将日益增加。

这些数据的误用、滥用，一方面是因为数据应用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数据应用者的价值导向和利益驱动的问题。一些数据分析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要获得对真相的完整认知，而是为了制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真相”或结果。错误导向或利益驱动的数据滥用，成为“后真相”现象更大的背景。

所有这些风险与陷阱，都对公众的数据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数据素养的内涵与目标

19世纪后，美国的数据文化沿着“共和政治”和“经济发展”两条线共同发展，以培养有智识的公民为目标，大力普及数学教育，把数据意识成功推向整个社会
[1]

 ，这样的数据素养基础或许是美国在大数据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

反观中国，尽管“中国人的数学好”是国外对中国人的刻版印象之一，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育似乎也是很严格的，但数学教育不等于数据教育，数据素养远比进行数学运算的能力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中国公众的数据素养存在着普遍不足。

研究者金兼斌指出，所谓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是指人们有效且正当地发现、评估和使用信息和数据的一种意识和能力。通常，数据素养概念包含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分析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运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以及对数据作用的批评和反思精神。
[2]

 这一界定，揭示了数据素养所涵盖的多个层面。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研究者的观点。

上述对数据素养的界定，主要是从对他人生产的数据的使用角度。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个体用户自身拥有了无限的数据时，数据素养还应包括对自我数据的风险意识，如个人数据的保护意识、隐私意识等。

此外，数据伦理的教育，也应逐步纳入公众的数据素养体系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伦理学家曼纳（Walter Maner）率先提出并使用“计算机伦理学”这个术语。1986年，美国管理信息科学专家梅森（Mason）提出了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准确性（Accuracy）、信息产权（Property）和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四个信息伦理议题。拉里·贾德（Larry R.Judd）在1995年提出了信息时代提高伦理与道德的三个准则：适当地承担责任；预料消极影响；以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为指导试图追求公平。
[3]



虽然数据伦理最初是面向专业的数据分析者提出来的，但它也与用户个体紧密相关，面向公众普及数据伦理知识，提高他们的相关伦理意识，也是必要的。

全民数据素养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公众自身对数据判断能力的提高，也会带来“水涨船高”的效应，有助于对数据分析机构（包括媒体）的数据分析水平进行监督，反过来推进数据应用水平的整体提升。



注释：


[1]
 涂子沛.数据之巅［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4.


[2]
 金兼斌.财经记者与数据素养［J］.新闻与写作，2013（10）.


[3]
 杨晶晶，谷立红，田红.信息伦理研究综述［J］.电子政务，2011（7）.


第三部分　赛博格化的人

赛博格这个概念虽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但移动终端普及，才使得人被普遍赛博格化。赛博格化意味着机器对人的增强。智能时代，这一趋势将对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人与机器也将有更多的新关系。


第九章　赛博格化：智能时代的人与人机关系

目前我们对于用户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人与人、人与内容及人与服务几者关系的视角，但面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5G等技术支持下正在到来的智能时代，我们对于用户的认识，需要将智能机器（包括各种智能化物体）作为影响用户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智能时代的人，将因机器的新应用而出现新的数字化生存形态，人与机器的关系，也会发生深层变化，一些新的传播形态也将逐步呈现。


第一节　智能趋势与赛博格、后人类主义

本书第一章谈到了赛博空间及学者们总结的它的四个特性：人们的直觉可以摆脱物质身体的束缚而在赛博空间独立存在和活动；赛博空间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而穿越时空；赛博空间由信息组成；人机耦合的电子人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
[1]

 虽然前面三个特点在今天的互联网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人机耦合、永生的电子人，目前似乎还更多存在于科幻电影与小说中。

但是，对于人类在技术推动下将变成什么模样这个问题，学者的思考远远早于实践，而“赛博格”这个词串联起了机器时代人的演变以及人机关系问题思考的一条主要的线索。

赛博格（cyborg）这个词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0年，美国航天医学空军学校的两位学者曼弗雷德·克林斯（M.E.Clynes）和内森·克兰（N.S.Kline）在《赛博与空间》一文中首次提出赛博格这一概念。这两个科学家从“cybernetic”（控制论的）
[2]

 和“organism”（有机体）两个词中各取前三个字母构造了一个新词“cyborg”，两位学者提出为了解决人类在未来星际旅行中面临的呼吸、新陈代谢、失重以及辐射效应等问题，需要向人类身体移植辅助的神经控制装置以增强人类适应外部空间的生存能力，由此带来了赛博格这个概念。
[3]

 赛博格后来被定义为人的身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的限制的新身体，也有人将其简称为电子人。美国学者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称之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
[4]

 。赛博空间的第四个特征，也正与赛博格相关。

在关于赛博格的研究中，哈拉维是一个代表性的学者，虽然她的研究更多地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但她对赛博格的意义的分析具有普遍的启发性。哈拉维在1985年发表了《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一文，她指出，赛博格意味着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人类与动物）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的模糊
[5]

 ，赛博格打破了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创造者/被创者等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
[6]

 ，赛博格隐喻着范畴的模糊化，隐喻着各种过去在辩证法中鲜明对立的两极的模糊
[7]

 。

无论人们对于赛博格的研究视角如何，赛博格的出发点是技术对人的增强，进入21世纪，被合称为“NBIC”（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的四大技术，构成了“重叠的革命”
[8]

 ，共同开启了对人的体能、智力、情感、道德等进行增强的被称之为“超人类主义”的浩大工程
[9]

 。美国学者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预言，2045年，机器智能超越人类的奇点时刻将到来。
[10]



超人类主义只是后人类叙事大潮中的一个支流。如国外学者指出，“后人类”已经成了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包括哲学的、文化的或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各种新物质主义（特指那些女性主义的、在后人类主义框架下的理论），以及具有不同内涵的反人本主义、后人性论和元人性论等
[11]

 。在不同的立场与取向下，后人类的相关研究此起彼伏。

沿袭了赛博格这一方向下的思考，后人类主义大多也强调边界的消失，例如，后人类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指出：“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
[12]

 ，她也表示，变成后人类的前景让人恐惧又快乐，而她自己更偏向乐观，因为后人类唤起了令人振奋的前景：摆脱某些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方式来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
[13]



但在一部分研究者看来，后人类意味着人的合法性和中心地位的动摇，这“不仅仅存在于其文化建构中，更具颠覆性的是，它也表现在身体的自足与整一这个前提预设开始动摇了”
[14]

 。

有学者总结了后人类主义研究的三种主要取向：第一种坚信人类理性的可完美性与人类在星球上的中心地位；第二种取向则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强调人类主体与技术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认同，正如人有主体性一样，智能器物同样能发展出主体性；第三种取向则是“批判性后人类主义”，即把后人类主义情境看成是颠覆资本主义既有秩序、建构迥异于启蒙理性所定义的人的观念的绝好机缘。
[15]



虽然赛博格的概念和后人类叙事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过去很多构想只能存在于影视、文学作品等方式中。而近些年移动传播、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速，使得这一概念及相关现象的讨论，开始有了直接的、现实的支持。



注释：


[1]
 冉聃.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J］.哲学动态，2013（6）.


[2]
 Cybernetic这个词来源于维纳，也就是“控制论”。


[3]
 冉聃，蔡仲.赛博与后人类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0）.


[4]
 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14.


[5]
 同②319-324.


[6]
 同②376-377.


[7]
 李建会，苏湛.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3）.


[8]
 库兹韦尔.奇点临近：2045年，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23.


[9]
 朱彦明.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的人的完善及其问题：从尼采的视角看“人类增强”［J］.南京社会科学，2019（3）.


[10]
 同⑥1-5.


[11]
 法兰多.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区别与联系［J］.计海庆，译.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6）.


[12]
 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


[13]
 同①383-386.


[14]
 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J］.读书，2015（10）.


[15]
 孙绍谊.后人类主义：理论与实践［J］.电影艺术，2018（1）.


第二节　智能时代新的数字化生存

进入移动时代，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引入，使得人具有了一定的“赛博格”的特点。虽然这些设备现在并没有嵌入人体，但大多数人与这些设备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的实体会越来越多地被数据化，数据从不同维度映射着人的“虚拟实体”，数据也可以用来对个体的某个身体“元件”进行描摹与复制。无论是虚拟实体，还是数字化元件，都会从人的实体脱离，因而也容易被他人操控。个体对这样的数据化，往往是被动的。

因此，作为赛博格的人，既被增强，又被约束，甚至也被数字化的方式分解。

与此同时，VR/AR等技术将改变虚拟空间的呈现方式，曾经以“离身性”为主的虚拟空间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具身性”。

一、智能设备促进的赛博格化与人的“虚拟实体”化

在进入互联网后，人们就有了数字化生存这一新的形式，但在手机、传感器、可穿戴设备兴起之前，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往往与其物理属性及现实空间行为不相关，或者说与人的实体无关。数字化生存的个体是脱离现实的一种虚拟存在，是一种纯粹的符号化生存。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智能物体（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存在于人的身体上，它们采集的数据，便成为人的状态、行为、需求等的一种外化或映射。智能设备提高了人的“可量化度”与“可跟踪性”。

这些存在于人身体上的设备，促进了人的赛博格化，带来了人的能力的增强，包括人与人、人与内容、人与服务连接能力的增强，也包括人的自我感知和环境感知能力的增强。按海勒的说法，后人类的模型中，人类的功能扩张了，因为它所栖居的人类认知系统的参数扩张了，没有辅助设备，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1]



这也同时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人的物质实体被以数据化方式映射为“虚拟实体”。

在制造业，近年来出现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这一概念，即以数字化方式创建物理实体的虚拟模型，借助数据模拟物理实体在现实环境中的行为，通过虚实交互反馈、数据融合分析、决策迭代优化等手段，为物理实体增加或扩展新的能力
[2]

 。虽然这一概念不一定完全可以套用在人身上，但是，这一概念启发我们，物理实体的数字化映射模型，也是认识物体的一种手段，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只不过制造业所说的数字孪生具有唯一性，而对人这样的实体，可以在不同的目标与维度下，建立不同的映射模型。

这样的“虚拟实体”，为网络服务者提供了精准、动态认识用户的新方式。

今天的算法推荐，无论是内容的推荐，还是电商产品的推荐，都要描绘用户画像。但用户画像更像是静止的概念，而用户本身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在不同的时空，面向不同的服务类型，人的状态、行为方式与需求都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建立动态的数字化映射模型，与不同场景适配，并实时抓取相应的数据。例如，通过定位系统了解人的空间位置或轨迹变化，通过智能眼镜了解人的视线的移动及关注焦点以分析人在现实空间中的需求，通过人的心跳、分泌的汗液等生理层面的数据来感知人的情绪变动。智能技术使得通过动态映射模型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变得越来越可能。商业的动力也会使得相关数据的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

但对个体来说，数字化映射的“虚拟实体”不仅可以为网络服务提供更多的动态依据，更重要的是成为了人的数字化生存的一种新形态。

相比过去以“内容”或符号方式实现的数字化生存，“虚拟实体”能更真实、直接地反映个体的身体状态、行为等现实化存在。它们不是思维的产物，而是身体这一“物质”实体的产物。要改变数据，就需要改变行为。例如，为了获得更多的行走步数，人们要么真正增加步行，要么借用宠物等作弊，但这种作弊也必须通过物理性运动来实现。而那些可以通过传感器采集的人的生理层面的数据，人仅凭主观意志要对其进行控制也相对困难。

数字化生存，一定程度上也是数字化表演，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以往的表演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符号化方式进行，人们主要通过对符号的操控来进行表演，因此可以表演出多重自我设定的角色，这些角色也可以和人们的现实角色相分离。但如果人要用其“虚拟实体”的数据来进行表演，其本质就是实体的表演，成本往往会变得更高，并且也难以建构多重表演角色。

因此，人的实体的虚拟化，反过来说也是人在虚拟世界的实体化，数字化的人不再仅仅是飘浮在各种虚拟空间里的账号，而是现实世界的实在个体映射的不同维度的镜像，虚拟个体与现实个体之间也因此越来越多地绑定在一起。

智能设备对人体的映射，使得人类向海勒所说的作为物质-信息混合物的后人类主体
[3]

 更近了一步。虽然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就可以随意地在虚拟世界生产信息，但这些信息并非人的实体的一部分，而在智能设备推动之下，物质-信息一体的实体，真正浮现出来。信息从人的身体流向外部，借助信息，物质的人被洞察，这些信息也可能作为一种反馈带来人对物质化身体的调节。

智能设备推动下人的赛博格化，不仅仅是对人的增强，在一定意义上会推进某些时候人在虚拟与现实两重空间的同一化。但从数据角度看，这些虚拟实体的数据又从人的身体中被分离出去，被一些平台或技术的拥有者掌握，因此，随时随地可能被数字化映射的个体，其受到的外在的监视也更多。

二、可分离、重组与永生的人的“数字化元件”

在人的实体被不断地数字化的同时，基于实体的某些“元件”进行数字化伪造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的某些个人特质可能被转移、结合到其他的实体中，由此带来了难以识别的深度伪造（deep fake）。

2017年12月，Reddit网站上的一位匿名用户运用深度学习算法，将名人面孔数字叠加到色情内容中的演员身上。虽然他后来被网站封禁，模仿他的做法的视频却在漫延。而基于智能技术的面部交换、镜像身体运动、通过深层视频肖像转移面部表情、基于真实人的音频样本生成人工语音等技术在今天也越来越成熟。
[4]

 2019年9月，一款名为ZAO的人工智能换脸应用在国内推出。用户只需上传自己的正面照，就可以把一些影视剧片段中演员的脸换成自己的，并立刻生成视频。虽然它引起了部分用户的兴奋追捧，但很快人们就开始反思所引发的隐私问题与伦理问题。

对一般个体来说，被数字化伪造的结果，可能是他们的名誉、形象受损，也可能会带来经济损失等其他问题，而对公众人物的深度伪造，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影响。深度伪造也为媒体进行新闻的真实性判断带来巨大挑战。

深度伪造的风险显而易见，如何在技术伦理与法律上进行规范，成为当务之急。与此相关，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新问题是，个体生命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否应该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被保护，就像肖像权一样，我们应该拥有声音权等其他权利？

当然，身体的数字“元件”的转移技术不仅仅会带来负面的深度伪造，它们也可以被开发者们应用到其他一些积极的方向，如在给孩子讲故事的软件中，植入父母的声音，以增加亲子互动感觉。

在需要构建一个虚拟化的人物时，也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获取相应的元件。例如，2019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推出的虚拟主播，都是从真人原型身上获取了面貌、声音等元件，但它们并不是其原型的“数字孪生”，因为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与原型的关系，成为了另一个新的虚拟“生命体”。未来的虚拟人物，很多时候也会是结合着部分真实人物的元件，再加上数字化的优化与重组。

中性地说，这些智能技术带来的是人的数字化的重组。人的一些特征，例如长相、表情、声音、身材、语言风格等，可以用数字化方式描绘并复制，也可以被移植到其他对象身上。在数字化世界里，每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变成了很多数字化的元件或元素，这些元件、元素可以从个体身上被分离，与其他对象结合。

这样一种将个体元件数字化并将各种元件重组的方式，或许也成了另一种“赛博格”。哈拉维在她的《谨慎的见证者》一书中就将转基因生物视为赛博格的代表，因为转基因生物由来自不同细胞的成分拼合而成，以转基因生物为代表的赛博格形象带有模糊性，或者说具有模棱两可、二重性的特点。
[5]



当各种生物特质开始以数字化方式脱离人体，被转移到电脑或别人身上时，人的大脑内的思维这个过去我们认为始终与人这一物质不能分离的对象，也开始出现了脱离人体的可能。

2019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华裔科学家Edward Chang与他的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他们可以将脑电波直接转换成合成语音
[6]

 。2019年7月17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Neuralink公司发布了一款脑机接口系统，它用长得像缝纫机一样的机器人，向大脑中植入超细柔性电极来监测神经元活动。整个系统包含3000多个电极，它们与比头发丝还细的柔性细丝相连。
[7]

 类似这样的脑机互联的技术还在往前推进，人的大脑内的信息被上传到电脑中，似乎也是可以想象的未来了。

在这样一个方向下，也可以想象，当某个个体的肉身消失后，智能技术有可能依据他的数字化痕迹、数字化特征对他进行模拟或复原，使人用数字化方式实现永恒，甚至可以将这些数字化个体载入某些躯壳中，正如英国电视剧《黑镜》曾经描绘过的那样一种景象。即使不是以一个完整的数字化个体的方式永生，也可能会以某些数字化元件的方式永生。

如果这样的技术日趋成熟，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个体是否可以由自己的意愿来控制其数字化永生？他的家人或朋友又是否有权利为了他们自己的情感需要而决定让他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

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涉及的不仅是法律上的某种权利，更需要对人的本质进行探寻。

对这样的人的身体与意识相分离的可能景象，早已有科学家预言过。例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曾出版了《心智儿童：机器人与人类智能的未来》一书，该书预测未来可以将人类的意识下载到计算机里。凯瑟琳·海勒对后人类的研究正始于对这样一个可能的未来的担忧。

海勒在分析后人类主义时，始终在强调她与自由人本主义的界限，在她看来，自由主义强调人类的本质是不受他人意志影响的自由，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中心不在身体而在心灵，身体只是被心灵当作控制的对象，甚至可以脱离心灵。虽然后人类在某些方面观点与自由人本主义是相似的，但海勒并不认同自由人本主义对身体的绝对控制和自由处置权力，她认为理想的后人类是体现各种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和无形的永恒。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
[8]

 她也认为，莫拉维克想象“你”选择将你自己下载到计算机中，从而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不朽的最终特权，这是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而这样一种做法是致命的。
[9]



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样的对后人类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则在说明“人之为人”的根基时明确指出，所有形成“人之尊严”的重要特质都不能脱离彼此而单独存在。人类理性，与计算机理性完全不同，它浸润着人类情绪，其运作机理也事实上由情绪推动。道德选择不能脱离理性单独存在，更不用说，它根植于诸如骄傲、愤怒、羞耻及同情等情感。人类意识并不仅仅是个人偏好或工具理性，它是别的意识及其道德评价这样的主体间作用所共同形塑的。
[10]

 虽然福山更多地关注的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影响，但他对于人类意识、人类理性、人的尊严的思考，也在呼应人工智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人的意识与情感、情绪紧密相连，脱离了身体，情感、情绪以及与之关联的道德选择等也可能消失，意识也就失去了依存。

未来人类是会发展为意识可以完全脱离身体的超人类，还是如海勒所设想的仍然以身体为依托的具有局限性的“后人类”，这一方向的判断，也与虚拟空间中的“具身性”相关，这也是下文要展开的话题。

三、虚拟空间中并没消失的“具身性”

近年来，不少传播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传播的具身性（embodiment）问题，更有学者强调要肯定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受过程中的物质论地位，承认身体观念在意义生产与维系中的基础作用。
[11]



“具身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认知科学所有领域（包括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教育学、认知人类学、语言学等）的重要概念。
[12]

 具身认知研究以对“身体”的理解为基础，来研究身体在认知中发挥的作用，即身体及其与环境（世界）的交互关系在认知活动中的关键作用。
[13]



对于何为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区分了两种身体：客观的身体和现象的身体，前者是一个能像物质一样进行分解的生理实体，后者则是某个“我”所经验和经历的、承载着“我”的、介入自然和社会的有机体
[14]

 ，现象身体可以理解为肉身化的意识或是意识参与下的身体，它所知觉的空间是现象空间，由此产生了中心性、方位感、视角性、层次、深度、运动性等概念
[15]

 。梅洛－庞蒂提出现象身体这一概念，是对传统身心二元对立的肉身观念的颠覆，同时他关注“我”如何通过身体与他人及世界打交道。
[16]

 在他看来，身体并不是由所谓心灵实体或灵魂所指使的机器，而直接就是进行知觉和理解活动的主体。
[17]



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中的身体》中也提出了三种“身体”：其一是肉身意义上的身体，具有运动感、知觉性、情绪性的在世存在物；其二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在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自身的存在物；其三是技术意义上的身体，在与技术的关系中，以技术或技术化人工物为中介建立起的存在物
[18]

 。加州大学哲学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则认为“具身”包含三个层面：生理性的或解剖学意义上的、作为习得性技能的、社会文化浸润下的。
[19]



从以往学者对于“身体”的观点来看，身体不仅仅是“肉身”，也包括人的意识以及它背后的个人经验及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或长期或即时的影响。

这样一种“身体”，作为感知经验的“导向中心”，具身化了主体的第一人称视角——自我总是从身体的“这里”出发，获得对世界的视角，外在的超越对象总是相对于身体的“这里”，而在视域结构之中显现出来。
[20]



对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的研究，推动了认知科学的发展。第一代认知科学信奉的是心智的“硬件无关说”或“离身心智论”，研究的主要是心理的“符号及其表征”
[21]

 ，而以“心智的具身性”为特征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则相反，研究者们认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
[22]

 ，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心智植根于人的身体及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
[23]

 。具身认知以具体的身体来表征抽象概念，身体可以作为一部分认知的内容存在于认知加工过程之中，而且身体状态的不同也可以改变其他认知加工的内容
[24]

 ，身体的物理结构对认知具有直接的塑造作用，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经验及其心理模拟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5]

 ，它也会影响到人的态度、社会知觉、情绪
[26]

 ，甚至影响人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
[27]

 。总体来看，心理学领域的具身认知研究主要涉及身体隐喻研究、与情绪相关的具身研究、与感知运动相关的具身研究、物理感受性与认知判断的具身研究等领域。
[28]



相关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身体与认知的具体关系。例如，有研究从身体对权力的感知及反应的角度证明，权力与空间大小之间存在隐喻关系，权力强的被知觉为空间上大的，而权力弱的则被知觉为空间上小的。空间大小会影响权力概念的加工，权力概念的加工也会影响到空间大小的知觉。
[29]

 有国外研究者设计了情绪情感的具身相关实验，在实验中分别采用让被试用牙齿咬住笔或者嘴唇夹住笔的控制方法，以表现出口唇张开的微笑表情和口唇紧闭的严肃表情这两种状态，并让被试判别所播放的卡通片是否有趣。结果用牙齿咬笔面露笑容的被试，对卡通片搞笑程度的评分要显著高于那些用嘴唇固定笔以呈现不笑表情的被试。
[30]

 国内的同类研究同样揭示出，视觉图片的加工能够有效地通过身体动作的改变影响其情绪信息的加工。
[31]



互联网进入我们视野时，一开始是被视为赛博空间，虚拟性被视为其核心特征，因此在互联网早期，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虚拟身体”的“离身性”，即将虚拟身体视为赛博空间里人类心灵的离身性本质，但这也引起很多学者的担忧，虚拟性取代物质性的辟径不仅忽视了人类身体在社会交往模式中的基础作用，同时技术异化导致身体的丧失，这将会把人的主体性、物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带向前所未有的困境。
[32]



但后人类的研究，也有另一种取向，即从一种跨越了原有身体边界的新身体角度来研究具身，他们赋予了具身新的含义，但并不认同具身性意义的消失。

凯瑟琳·海勒认为，“后人类”更加观照信息化的数据形态，而非物质性的事实例证，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身形象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不是生命的必然
[33]

 ，因此，后人类更看重的是信息层面的“模式（有序）/随机（无序）”的辩证关系——控制论的研究正是致力于此，而非身体的“在场（有）/缺席（无）”
[34]

 ，但海勒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在场/缺席的辩证失去意义，“它将物质与意义连接在一起的方式，是模式/随机的辩证法不可能有的”
[35]

 。“通过对文化意义共鸣的隐喻进行阐释，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凝结的隐喻，一种物理结构，它的局限和可能性是通过进化的历史形成的，而这种进化史是智能机器无法共享的。”
[36]

 因此，她仍然坚持人类的意识不能脱离身体存在，需要以具身化的现实而非无形的信息为基础，定位于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来反思人类与智能机器间的关系。
[37]



面对赛博格化的后人类，或许我们也要重温梅洛-庞蒂等人对于身体的定义，虚拟世界里的身体虽然不一定总是体现为现实世界里的肉身，但作为肉身与意识一体的身体、作为“知觉和理解活动的主体”的身体仍是存在的，身体本身“凝结的隐喻”，在虚拟世界的存在与感知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某些时候人被虚拟化，或者人与机器形成了共生关系，但人的身体在认知中的独特作用与意义并不会完全消退。

即使是肉身，也并没有在虚拟空间的探索中完全消失。人们进入虚拟空间，首先依赖人与机器的交互，这包括与硬件的交互、与设计界面及软件的交互等，而人的身体动作仍是交互的基础。人对机器的反应模式，仍然会沿袭具身认知的一些模式。如有研究表明，支配性强的人对计算机屏幕上垂直位置更高的探测刺激反应较快，而服从性强的人对屏幕上位置更低的探测刺激反应较快。
[38]

 人机互动时人的身体姿势、状态，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而如前文所说，情绪会影响认知。

人们在虚拟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身体会形成自己的惯性，而这种身体惯性又反过来会变为认知行为惯性。例如，久而久之，人们不需要思考，打开某个界面就会下意识地点击某个位置，进而进入某个页面或APP，固化的动作记忆变成了人们在虚拟空间活动范围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这种活动范围，也影响到人们获取信息的范围。还有很多时候，即使人们的大脑意识在呼唤放下手机，但人们的手指无意识的划动，还会源源不断地打开新的页面，不断向大脑发出新的诱惑，意识与肉身之间在进行搏斗，人们沉浸在虚拟空间的时间长短，是意识与肉身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对认知的影响外，就像在现实空间一样，人的身体状态与能力仍然会影响其在虚拟空间的活动方式与满足感，例如，手指动作不够敏捷、身体反应迟钝的人难以在网络游戏中获得好的成绩，他们在游戏中获得的满足感相对较少，也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同。相反，那些身手敏捷的人在游戏中不仅可能获得更好的成绩，还有可能获得更多来自他人的赞赏，这也会使得他们更容易沉迷于游戏。进一步而言，网络游戏也是人与人互动的一种方式，人的身体的能力，也间接影响了人们在网络中与他人的互动。类似的，在其他一些看似肉身缺席的虚拟社交互动中，由身体状态影响的打字速度等因素，同样会对社交质量产生影响。虚拟的社交未必没有肉身的在场，即使不是身体整体的全方位在场，也是部分的、间接的在场。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具身认知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中的“空间感”也会在虚拟空间中越来越多地回归。

在早期以数据符号方式建构的赛博空间里，传统意义上的空间的概念是消失了的，这也是人们会主要关注离身性的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神经漫游者》里，将数据矩阵转化为能在其中叙事的地貎环境，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概念
[39]

 ，但这只是一种假想的空间，一般人在网络世界里，不可能基于此形成空间感。

虚拟世界里空间感的回归，主要源于VR/AR等技术的发展。在VR/AR营造的空间里，人也会有类似现实空间的身体在场和感知，包括方位、距离等。从对现场还原和人的在场感的营造角度看，VR/AR空间里，“第一人称视角”被交还给了用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视角与观察对象，而不再像传统视频观看那样，受到拍摄者的视角的局限。物理空间中的具身认知模式，也会在虚拟空间中体现。

在未来的社交互动中，当身体被用全息方式（而非化身方式）还原时，也会使因数字化而抽象为符号的互动，重新回归到全息互动，除了今天音视频交流中的声音、身体姿态、手势、面部表情、眼神等与身体有关的因素外，空间位置关系、距离等与身体相关的因素，也会重新成为交流中的重要元素。

对于虚拟购物、试衣、虚拟博物馆、虚拟旅游等体验来说，虚拟空间与虚拟身体之间的关系，也会接近现实中的关系。但触觉、嗅觉、味觉等的缺失，仍是目前虚拟空间在还原身体感觉时的不足，也可能会是未来技术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的肉身，在虚拟空间里也会有更多回归。AR应用中，已经有肉身的直接参与。在未来的技术下，人们的身体状态变化，会更自然地成为虚拟空间中人-机交互、人-人交互的触发器，与今天人们主要借助键盘、鼠标、屏幕等中介以手来控制人机交互不同的是，未来人们的身体的各个不同的部位、各种动作，都可能带来相应的交互。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所反映人的心理状态，也会被捕捉下来，可能成为人机交互的由头。

虚拟空间中肉身的全方位回归，也意味着人在数字世界里已经开始习惯的多任务处理模式会受到挑战。手机等随身的移动终端使得人们的“并行处理”能力增强，包括在不同社交空间中与不同对象进行的并发的社交互动，但VR/AR等情境，需要人们的数字化身体的全方位在场，需要人们在某一个情境中的专心投入。虽然人们也可以在不同空间中切换，但相比今天通过文字实现的交流切换来说，与具身相关的空间切换也意味着身体状态和情绪的转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可能会减少人们在几种空间中的并发行为，而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沉浸于某一空间。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多道并行的处理，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效率。有心理学家认为，多任务处理中人在任何一项任务中都表现不佳。
[40]

 从社交角度来看，专注于一个虚拟空间的交流，或许会有助于提高社交质量。

因此，即使是在虚拟空间里，具身性因素仍然会对人们的认知、社交等产生影响，未来这样的影响或许会进一步增强，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应了前文提到的后人类时代人类意识能否完全离身的问题。

四、作为数字化表演手段的“数字化身”

人的数字化生存中，“化身”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生存形态。数字化身（或虚拟化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游戏中，“化身”（Avatar）指的是以数字的方式呈现的感知形象，也可以说是人为自己所选择的一种数字化的形象。虚拟环境中的化身可以自定义，用户能随意设置身体属性、社会人口学特性以及其他外部特征。
[41]

 狭义的化身则是指行为动作由人控制的虚拟人
[42]

 。在未来时代，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化身，或许都会更普遍地出现在人们的数字化生存中。

与上文提到的数字化映射的虚拟实体不同的是，数字化身是人可以选择、控制的。是人在虚拟空间中生存、表演、互动手段与策略的具体体现。

关于网络化身与自我关系的研究有两种常用的假设，即理想化的虚拟认同假设和现实生活延伸假设。理想化的虚拟认同假设认为，人们在选择网络化身时，更倾向于选择符合理想自我的网络化身。现实生活延伸假设认为，人们选择网络化身是现实生活在虚拟空间里的延伸。两者都是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人格表征与重塑的重要过程。
[43]



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下进行的一些具体研究表明，游戏玩家在虚拟环境中创建了许多不同于现实自我的化身，但他们经常使用在外表、理想自我等方面与自己相似的化身，个体喜欢与他们相似的角色形成亲密的关系。使用与自我相似的化身，不仅使个体在虚拟环境中感到自我与化身之间身体与心理距离的缩小，而且可以增加两者的融合。
[44]

 人们对于游戏化身，也具有化身认同，即将角色认同投射至化身上。
[45]

 但人们在游戏情境中，也可能使用多重化身，而多重化身也有可能带来自我认同感混淆。
[46]



另一方面，在虚拟环境中用户会参考化身外表所预期的性情，然后表现出遵从这些预期的态度和行为，这一现象被称为普罗透斯效应（Proteus Effect）。
[47]

 国内研究者进一步证实，普罗透斯效应受到情境因素（社交情境）和个体变量（羞怯水平）的影响。
[48]

 另有研究对暴力游戏中化身形象、玩家性别等对化身认同和攻击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49]

 。

各种研究都表明，化身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个体属性、自我认知相关联，而化身的设定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在游戏中的表现。

化身是一种虚拟的自我。类似地，人们在网络互动空间中基于个人账号所进行的活动，都在构建虚拟自我，它们可能通过昵称、头像等具体方式呈现出来，也可能通过人们的其他社交表演方式体现。虽然这种虚拟自我与游戏中的化身相比，不一定具有持续维持的具体形象，但它们也都是人的自我认知与形象整饰的体现，同样它们既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理想自我的设定，也可能是现实自我的延伸，更多时候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交融。它们从总体上构成了特定空间中的某个个体的形象。相比游戏中的化身，它们受到现实因素特别是社交关系的影响更大。

对于化身、虚拟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关系，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的一个观点是：在游戏中，我们以虚拟化身示人，却将真实的自我完全展露。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中，我们貌似以真实身份出现，而实际上却常常在简介中把自己美化包装成为另外的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现实和虚拟的界线变得模糊。
[50]

 但是，她所指出的只是几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之一而不是全部，几者的关系远比她所说的复杂。

并非所有用户都是游戏玩家，但在VR、AR技术日趋成熟的前景下，基于三维空间的社交平台可能会兴起。事实上，2003年美国旧金山林登实验室（Linden Research）发行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曾经风靡一时。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超越了游戏，而是在虚拟世界里为人们建造了一个“平行世界”与“平行人生”。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第二人生》最终走向了衰落，但是，或许VR/AR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新一轮构建“平行人生”的社交平台的出现。

在这样的新的社交空间里，虚拟化身也会成为人们常见的存在状态，以往关于游戏化身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未来VR、AR社交中的化身提供相应参照。我们也需要关注VR、AR社交中的化身与游戏化身可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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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智能时代新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不仅会对人的数字化生存形态带来深层影响，也会推动人机关系向新的方向发展。

以人机交互技术向人本、人性化方向演进为基础，人机之间也将形成新的传播关系，甚至未来会出现嵌入人体的智能设备，人机真正一体的赛博格将成为现实。

一、回归人本：智能时代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趋向

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也是人与计算机间的交互方式的演变历程，从早期的纸带、卡片输入，到后来的键盘输入，再到图形界面下的鼠标交互，以及智能手机（它也是计算机的一种形式）时代开启的触觉交互技术，每一次交互技术的进步，都使得机器与人之间的交互变得更为方便。智能时代，以下方面交互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使得人可以用更为日常的、人性化的方式与机器进行交流。让人保持人性，回归人本，这应是人机交互技术发展的基本目标。

（一）语音交互技术

语音交互即通过“说话”来与终端进行交互。目前，语音交互的基础——语音识别技术已经趋向成熟，语音识别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苹果公司2011年10月发布的iPhone 4S手机中的Siri技术，推动了普通人对语音交互技术的认识与应用，今天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里都有类似的语音智能助理。

微软推出的Cortana（小娜）是跨平台的语音助理，它既可以用于PC机，也可用于手机，但它更重要的特点不在于语音交互，而是智能化的私人数字助理。它会持续学习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兴趣，根据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来进行信息服务。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它甚至提供了比赛结果的预测，其对淘汰赛的预测结果准确率是100%。

语音交互不仅成为人机交互的新方式，也被业界一些人寄予了成为互联网入口的期待。不少互联网企业都开始了这方面产品的试水。

亚马逊在2015年推出了智能音箱Echo，它可以与智能手机应用搭配使用，通过Alexa语音助理，用户说话就可以完成播放音乐、设置闹钟、叫车、订餐、购物等操作。在国内，近年也先后出现了科大讯飞与京东合作的“叮咚”、百度的“小度”、阿里巴巴的“天猫精灵”、腾讯的“叮当”等智能音箱。

从语音这一交互手段切入，围绕语音使用的场景来开发智能设备和相关软件，将推动语音交互逐步升级为互联网入口。除了智能家居外，汽车也应是语音交互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汽车与语音交互的结合，也许会带来另一种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二）体感交互技术

通过手势或身体动作来与信息终端进行交互的技术也正在成熟。智能家居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体感交互。

微软推出的搭载了Kinect技术的游戏机X-BOX是“体感”技术的代表，玩家不需手执遥控器或手柄，只要做出各种动作，就可以与游戏机进行互动。类似技术的应用前景，也远超出游戏领域。例如，当医生在做手术时，利用Kinect或类似设备，医生可以无接触地控制手术影像的播放，避免用手直接操作带来的细菌污染。人眼无法看到东西的暗处，Kinect能通过红外摄像头“看到”事物，并对人发出相应提示，对于盲人来说，类似Kinect这样的设备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眼睛”。

而在虚拟现实的应用中，体感交互也会是一种主要的人机界面。

尽管体感交互技术及应用水平还有待提升，但是，它实现的“隔空操作”效果，为未来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它也将会成为一种主流的人机界面。

（三）生物识别技术

随着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的成熟，面部识别技术也在逐步进入实际应用层面，未来大量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或许将是基于“刷脸”技术的应用。

2015年3月，阿里巴巴发布了支付宝的人脸识别技术“Smile to Pay”。这也代表了刷脸应用的一个主要方向，即通过人脸识别来提高服务的便捷性与安全性。

2015年6月腾讯优图开放平台正式对外发布，优图团队的人脸检测等核心技术开始对外逐步开放，并且完全免费。优图已有的应用方向包括互联网金融、空间相册、失踪儿童找回、智能家居监控和安防管理等。

今天，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场景下被使用。

尽管看上去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更高的效率，但是，刷脸技术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例如，数字化的“易容术”，会成为“刷脸”的安全性的一个障碍。

除了刷脸以外，虹膜、指纹、掌纹等其他人的生物特征的识别，也会成为智能交互的手段。

（四）视线交互技术

在未来，眼球的运动或者说视线也可以成为人机交互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眼睛活动就可以控制电脑或其他终端。2012年年初，专门从事眼动仪
[1]

 研发的瑞典Tobbi公司宣布将为Windows 8发布眼控“Gaze”凝视界面，即允许用户通过眼控技术来控制电脑操作，并称通过眼睛来控制屏幕和鼠标控制一样精确，但是要比鼠标更加直观、自然、快速。
[2]

 尽管正常人对这样一种交互手段的需求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对于一些残疾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苹果公司曾申请过与眼动应用相关的专利，称通过“该技术可以根据用户视线延迟显示屏操作的执行，还可以改变用户界面，生成并执行相关信息。例如，当用户输入文本时如果出现拼写错误，且眼睛正在注视错词，系统将自动修正；如果设备发现用户的视线没有注视错词，系统将延迟修正”
[3]

 。

LG和三星也曾推出过具有眼动追踪技术的手机。如三星Galaxy SIII就可以通过检测用户的眼睛状态来控制锁屏的时间，同时眼球还可以用来控制页面的上下滚动。

除了作为人机交互的方式外，眼动跟踪也可以用于用户需求判断与反馈。可以预想，未来的互动式广告或其他资讯的推送中，可以根据用户的视线规律，来设置交互手段或信息跟进策略。

（五）脑机互联

人机交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得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逐步变成现实，脑机互联是一种新的人机接口方式，它是基于脑电信号实现人脑与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通信和控制的系统
[4]

 ，也就是说，可以将脑电信号直接转化为计算机可以处理的对象。

这一技术最早是针对医学领域的需求而产生的，例如为肢体活动有严重障碍的人（如渐冻症患者）提供与外界交流的方式，但今天已经在向其他人群扩展。前文提到的相关例子也说明，这一领域的技术发展正在使得人脑信息“上传”电脑变成现实。而未来的另一种可能是，直接将电脑中的信息“下载”到人的大脑中。

二、人机传播：新的传播形态

以往传播学领域将传播主要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几类，智能时代，机器会成为一种新的传播主体，在这一前提下，人机传播将会带来超越以往几种传播的新的传播形态。

人机传播中的机器，既包括可以与人进行互动、实现对人的辅助的各类机器人，也包括传感器与其他智能设备。不同类型的机器与人的互动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会拓展传播的含义，未来的人机传播也会超越今天的以符号互动为主的传播视角。

（一）人-机器人互动实现多重满足

在未来的人机互动中，人与机器人的互动或将成为常态，尤其是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

社交机器人，是具有拟人化的特征，模拟人类的情感表达方式，与人类进行情感互动的机器人，有些社交机器人具有实体形象，也有些是以软件的形式存在。

虽然传媒领域对于具有拟人化特点的智能主播或社交机器人的应用才刚刚开始，但在某些领域，例如老年陪伴、自闭症人群陪伴等方面，社交机器人早就开始投入使用。未来，它们也将更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面向更广的人群。

无疑，情感需要是人与社交机器人互动的核心需求。因此，社交机器人技术的核心之一，是利用机器实现人工的情感表达，这需要通过对其交流对象——人的情感信号（如语音、表情、动作等）进行识别，理解其传达的情感，再通过相应模型选择恰当的情感反馈，然后通过机器人的相应方式表达出来，如图9-1所示。机器人因此拥有了“情感智能”，也就是识别和表达情感的能力。除了情感表达外，社交机器人还需要理解与之对话的人的语言传达的信息，并做出相应反馈，以推动对话的持续进行。在这方面，社交机器人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

[image: ]
图9-1　人工情感系统图



资料来源：邓卫斌，于国龙.社交机器人发展现状及关键技术研究［J］.科学技术与工程，2016（12）.

但人与社交机器人的情感交流，不仅仅是符号互动，有时也是身体的互动，这也是人机传播的新内涵。

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主要基于情境性、补偿性、定向性等交流的需要。

某些人群（如儿童、老年人、特殊人群等）对社交机器人的需要，主要是一种情境性、补偿性需要，他们会因为现实中他人难以给予他们相应的交流与帮助而求助于机器人。

而一般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选择与社交机器人交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出于交流成本、代价等因素的考量，社交机器人在某些时候被当作一种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且可以实现定向性的交流需要。

有了人机互动，人们就可以回避人际互动中的成本与负担，而追求人际互动的某些正面效能。如雪莉·特克尔所说，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
[5]



她同时指出，线上互动可以使人们选择性地接受某个交流对象的有用、有意义的部分，而回避其他。
[6]

 而未来的人机互动，更是可以为这样一种选择性、定向性互动提供更多可能。

此外，社交机器人与人的互动也可以补偿人们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不能得到的满足。

有研究者认为，社交机器人产生的逻辑之一，是人类对社交的需求转变为服务需求。应运而生的社交机器人正是因此被创造出来以填补人对亲密关系的付出与需求之间的难以弥合的沟壑。以社交机器人等为代表的具有社会职能的服务型机器人的出现，满足了人类通过编码情感以拥有理想化的或者定制化的情感体验的需求。
[7]

 这里提到的理想化、定制化，是人们对于人与社交机器人互动的优势的一种期待，但事实未必总是如此。

虽然人-机互动可能会减少某些方面的交流成本，但它给人提供的情感支持也会有局限性。社交机器人可以识别人的情感或向人表达感情，但它们处理的情感都是被计算出来的，缺乏人的经历支持、缺乏社会关系由头的情感，只是一些数字化符号。它们与人的互动，都更多地基于机器的套路与程式，缺乏与人的共情能力。

有研究者以梅洛-庞蒂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中的融合社交作为参照，提出，人机交互的哲学基础表现在：感知生成是人机交互的现象基础；经验沉淀为人机交互提供历时可能性；通感是实现人机交互的功能表现。
[8]

 但这几个方面与其说是人-机交互的基础，不如说恰恰是人-机交互难以突破的障碍。机器难以形成与人共同的经验沉淀，即使机器可以记录、分析人以往的经历，但也未必能理解这些经历对人的情绪、情感的影响，缺乏与人同等的“身体”和身体图式感知的机器也难以形成与人的通感，将人-人互动中的一些规律完全套用在人-机互动上，可能未必行得通。

即使是定制化的社交机器人，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就像个性化信息服务一样，人们的社交需求满足，很难在个性化这样的单一轨道上实现。

雪莉·特克尔曾深入研究过电子宠物和陪伴机器人等的使用对人们心理层面的影响。她既认为人们可以与机器建立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甚至可以将人们从虚拟拉回到现实中，但同时又对人与机器建立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人的孤独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9]



社交机器人与人的互动，实质上仍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从机器那里索求关注与安慰，机器是人的被动的服务者。而人与人的交流，常常是以彼此的倾诉、披露与安慰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双方是对等的，人们在相互索求与给予。人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机互动之后，对他人的关注、感同身受能力或许也会下降。在真正的人际交流中，反而会有更多障碍。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此持乐观判断，例如有研究指出，陪伴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儿童习得利他主义等社会道德。在一项调查中，当儿童被问到如果他们不喜欢机器狗AIBO时是否会将其扔进垃圾桶时，76%的儿童回答“不会”，而将机器狗替换为真实的狗时，回答“不会”的比例是86%，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机器狗（机器人）至少在功能与心理上可以模拟道德能动者并成为道德感受的对象。
[10]



但这样一种将机器作为道德感受对象的做法，也引起了伦理与道德上的质疑。一种典型的观点是，“虽然宠物机器人可能会给孤独的老人带来一系列明显的益处，但绝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建立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解之基础上的：误认机器人为真实的动物”。这种误解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本身就是人类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由这种误解而产生的对机器人的期望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的，因为它超出了机器人的能力范围。
[11]



除了社交机器人外，护理机器人、伴侣机器人、家务机器人等，在未来也会越来越普及，也会带来各种形式的人机互动。

这些机器人既满足了人在某些方面的需要，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老年人与护理机器人关系中人被“对象化”（物化）的问题。当护理机器人对待老人就像对待一堆无生命的物质时，老人就被对象化了，这不仅是对老人尊严的一种严重伤害，而且还可能会令老人产生一种无能感，这种无能感甚至可能比依赖于护理人员时所产生的无能感更加强烈。
[12]



实际上，这种“对象化”现象同样存在于社交机器人与人的互动中。社交机器人与人的对话，实质上也是将人“对象化”，哪怕它们在仿拟人的情感，模仿人的表达方式。

此外，护理机器人带来的隐私风险、社会孤立和其他心理问题，伴侣机器人对家庭、性伦理等的挑战，都是未来人机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人-物互动构建新信息系统

今天人们获取信息主要依靠一些典型的载体或终端，无论是报纸、电视机，还是电脑、手机。但未来的技术会使各类物体智能化，使其成为信息终端。这不仅会扩展信息获取的渠道，也会构建新的信息系统。

例如，在智能家居技术的支持下，未来家庭内人与各种智能家居物体间会形成频繁的交互，智能家居设备不仅会成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也会成为家居环境、生活状态的监测者。智能冰箱可以监测食物的储存状况，智能空调可以监测环境状态，它们会随时将相关信息告知人，甚至可以直接为人做出相应的决策与行动。

以这些智能设备为基础，家庭内会形成新的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由人-物、物-物、物-空间环境、物-服务等多重传播关系构成。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也会有新的依托场景与新的互动形式。

而在智能汽车系统里，车同样也是一个传播主体，车与人的交互，会给人更好的驾驶或乘坐体验，也会将与行车场景有关的其他信息与服务更好地整合进来，而这种交互也会以车与车、车与环境、车与公共信息系统等层面的信息交互为基础。

（三）人-物互动外化人的自我传播

前文提到，传感器等智能化的物，为人的感知提供了新的手段。物所测量、反映的数据，成为人体状态、人的活动甚至人的思维的映射，从赛博格研究角度看，人与物结合成为了一种新的主体。而从传播角度看，这些“物”也成了一种新媒介，对人的自我感知、自我传播方面，它们的意义更是深远的。

以往人类的“自我传播”（内向传播），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对话，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审视与反思，有时它也需要一些外在的中介——从古老的日记到今天的社交媒体。传感器等智能化物体，成为了另一种自我传播的中介，它使人对自身的物质层面（身体状态、运动等）有了更多自我观察、检视的机会，甚至过去被认为是不可量化的精神层面的反映，如情绪与心理状态等，也可以因一些可穿戴设备而被量化。这也可能会促进人对自己的物质化状态的更多关注，促进“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的对话。

海勒在研究控制论对后人类主义的影响时，谈到了控制论发展过程中对“反身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她认为反身性是一个“滑溜溜的概念”，但她仍试着给出了一个定义：“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
[13]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信息从系统流向观察者，但是反馈回路也可能回溯到观察者，将他们变成被观察的系统之一部分”
[14]

 。传感器也带来了反身性效果。当个体利用传感器来了解自身的状态时，个体既是被观察者也是观察者，传感器将被监测的个体信息发送给同时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会对这些信息做出反馈，而这些反馈也会体现在作为被监测对象的个体的身上。

作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一体、传者与受者一体的人，其自我传播就是一种反身性运动，是“行动的反身性”，即作为观念动物的主体拥有反过来针对自身并监控自身行动的能力。
[15]

 而传感器的作用，是将过去人很难量化的一些状态量化了，这使人对自身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层面。

但也需要看到，这种自我观察也并非完全是个人化的“反身运动”，某些时候，它会被公开并成为个体自我表演的一种手段。例如，社交平台上人们每天步行数量的比较，成为一种公开的竞赛。

当物在量化、外化着人时，也会给人带来新的约束，虽然看上去物的数据是人的状态的自然反映，但是，当这些数据成为自我或他人的一种评价指标时，人们会为了获得更“漂亮”的数据而反过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相比在社交媒体里修饰自己发布的内容，行为的改变一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原来属于“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的反身性对话，也会变成个人与他人、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物也会成为外界对人的深层监视的一种新手段。

（四）人-物互动赋予传播“物质性”新内涵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与人的互动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实现，在未来的5G条件下，人与物的互动，也可以经由远程互动的方式实现，且这种互动不仅是在信息层面，更是在物理动作层面。5G的低时延（时延水平将达到毫秒级
[16]

 ，约相当于人眨眼时间的百分之一）特点，让这种互动与在场的互动几乎没有差别，远程的操作可以变成在场的操作。在国内，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尝试已经取得成功，远程驾驶也被认为是5G的重要应用场景。这些在过去无法想象的隔空操作情景，在5G时代或将成为常态。这对于人的官能的延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越来越关注传播的物质性，呼吁要抛弃“媒介-物”与“人”的二元对立思维，研究人、符号、文化的经线与物、媒介、技术的纬线是如何交织的，关注一切“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
[17]

 但是，现有研究中，人们关注得较多的仍是传统意义上被称为媒介的物及其物质属性对传播与人的认知的影响。而在人与物的远程物理性实时互动中，不仅媒介的物质性（即5G对信息传播速度带来的质的飞跃）起了作用，而且传播的主体之一也是物，更重要的是，传播的是物理动作，或者说是物质运动。这为我们理解传播的物质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甚至可能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

另一方面，5G、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将拓展普通人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方式，基于传感器获得的精准数据做出判断与行动或将成为常态，如，人们随时可以通过传感器看到家中培育的植物的状态并做出相应调整。虽然过去在科学领域中用仪器测量物体状态的方式一直存在，但只是作为少数人掌握的技术存在，5G时代这样的应用会逐渐走向普通人，进入日常生活场景。就像互联网从技术人员的专属领地走向大众后带来了传播的深刻革命一样，传感器作为人认识物质世界的中介手段普及后，也可能会创造人-物间的新传播，为传播的物质性带来新的诠释。这些没有纳入以往的传播学研究的人-物的传播关系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认识。

除了人-物间的互动外，未来的传播学研究还需要关注物-物构成的全新传播形态。正如有国外研究者指出，我们正在见证智能物体的出现，它们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并自我指导。传播正在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转向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互联。
[18]

 虽然从技术角度看，物-物互联更多是一种数据与计算行为，但是，它也是一种传播，也是传播主体借助渠道进行的互动，其目标是提高分析判断力、决策调控力、协同行动力以及智能学习能力等。数据采集维度与能力、计算与分析水平、传输速度等都会对传播的结果形成影响。虽然很多时候物-物传播仍是人-人传播的中介，人们也期待物-物传播仍是以服务人为终极目标，但是我们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担忧：物-物的传播是否会摆脱人的控制，甚至反过来形成对人的控制？对物-物传播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未来的人-人、人-物的互动关系。

未来的技术将带来的人机传播可能，在今天才初露端倪，当下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或许还不足以对它们的全貌做出描述与判断，更难以做出深入的分析。但无疑，面对一个将要到来的新的传播时代，我们需要有接受挑战甚至颠覆的心理准备。

三、人机协同与人机共生

人机传播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新的传播形态，但这仍是基于人与机器是分离的传播主体的前提，也是局限于传播的视角。但未来人与机器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是人机协同或人机共生。

这样一种方向主要由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

人工智能被认为是“关于知识的科学”，现代人工智能起源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这个会议确立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学科的地位。
[19]

 人工智能技术的目标是了解人类智能的本质，以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直接感受到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主要源于两次“人机大战”。1997年5月，IBM的计算机“深蓝”以3.5比2.5战胜人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3月，谷歌开发的“阿尔法狗”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以4比1的总比分获胜。但这些机器对人的挑战，目标并不是为了打败人类，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思维、智能的深层规律，以机器智力补充人的智力，这也是人工智能科学形成的原始动力。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一种看法是，它将经历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再到超级人工智能的演进过程。弱人工智能（初级人工智能）指拥有人的部分智能的机器人，强人工智能（高级人工智能）指具备除了人的自我意识之外所有智能的机器，超级人工智能则指被赋予人的灵魂（包括情感、伦理和道德等因素）的有生命的机器，也称类人类人工智能。
[20]

 也有些研究者将人工智能主要分为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两类。

是否应该推动类人类的人工智能发展？这一问题引发极大的分歧与争议。虽然有人持乐观与积极的态度，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是否定与批判的。如有学者认为，“假如设法让人工智能拥有人类的欲望、情感和价值观，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恐怕不是人工智能爱上人类，而更可能是变得像人类一样自私自利，变得像人类一样坏。在这个意义上，在本质上拟人化的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努力方向”
[21]

 。

无论人们对这一方向存在什么样的争议，在目前阶段所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离类人类的智能还有很大距离，现阶段这些技术带来的机器能力，主要是为了实现机器对人的辅助与协同工作。

人机协同的目标是利用机器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来增强人的能力，但人也同时需要在与机器的协作中继续发挥自身的强项。例如，从传媒业的视角看，机器参与的内容生产在客观呈现事物、高效实现信息加工、促进知识生产和精准指导内容生产的决策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面对机器的进入，人则需要保持自身在主观观察与描述、观点表达、意义创造、经验与直觉等方面的优势，保持人的内驱性表达动力及共情性交流能力。

如有学者指出，对人而言，机就是延伸自我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认知自我的一种手段，通过机的优点来了解自己的缺点，通过机的缺点来明了自己的优点，然后进行相应的补偿或加强。智能传播可以促进人的变化而不是僵化，即加快人的反身性和自否定。
[22]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在谈到未来智能化机器与人的关系时，引用了美国表演艺术家马克·波林（Mark Pauline）的话：“我认为人类将不断积聚人工和机械的能力，同时，机器也将不断积累生物的智慧。这将使人与机器的对抗不再像今天那么明显、那么关乎伦理。”
[23]



而人机协同在未来也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为人机共生，赛博格线索下的研究，已经为人机一体的未来提供了一些观察视角。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人已是一种人机共生的存在，虽然手机等机器并没有嵌入人体，但是，手机作为人体器官的延伸，已经与人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有人倡导放下手机，进行数字设备“斋戒”，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而未来的技术，有可能为人体植入芯片，做到真正的人机一体。

从赛博格概念提出的初衷来看，人机一体是为了赋予人更强大的甚至是超自然的能力。而面对着智能化机器，甚至有可能出现的超级人工智能机器，有研究者认为：“自然人自身再进化、人机并行、人机融合是自然人避免被机器人所超越、替代、淘汰的可行方案。”
[24]



从哲学上看，学者们认为，这将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哲学。“这种新生命哲学的首要问题恐怕是：自然人类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何在？”
[25]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后人类的相关研究中，早已经开始，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也会使得这个关于“限度”的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重要。

未来的技术不仅会带来人的进化，也会带来机器的进化，人机共生的未来也需要我们对机器及机器人的角色及权利有全新的认识。一种声音是，机器人是进化的新物种，不论是作为主体还是客体，机器人都不是奴隶而有其应有的权利，由此人所制造的机器人不仅应该具有自主性、情感和自由意志，还应该具有一种全新的人性；它使机器人在智能和道德上超过人类，我们的机器将会比我们更好，我们也会因为创造出了它们而变得更好。
[26]



但也有很多研究者对这样的未来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哲学学者赵汀阳提出了他的一些疑问：人类到底是需要人工智能替人劳作，还是需要人工智能替人思考？如果让人工智能替人劳作，人类因此得以摆脱艰苦的劳动，那么，人类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好吗？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超越人的智慧，人工智能还需要人类吗？人类文明还能够延续吗？或者，人类文明还有意义吗？
[27]

 而对这些问题，人们很难形成统一的答案。

进一步，研究者还关心的是，如果新技术在未来具有让人永生的功能，人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那个“人”，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又不是纯粹的机械装置，一个可能的准人准机器的混生物出现了，人类应当建构何种公共拟制才足以应对？相信人类的公共拟制、公共治理均需要超前的革命性设想，才不至于陷入手足无措的被动处境。
[28]



仅仅以抵制、回避的态度来面对未来机器对人的挑战，或许并不能阻挡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对于未来的各种可能我们都应该有所关注，有所准备。

四、人与机器，谁主沉浮

在有关人工智能影响的核心问题的讨论中，人与机器谁主谁从这一线索尤为醒目。“当机器人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新的自我时，人机高度融合。那时，由现代理性哲学确定的‘人’的命题，可能就会遭遇强劲的挑战：人类会不会反而成为机器的工具？”
[29]



在各种关于“超人类”、“后人类”的讨论中，对于人类中心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坚持仍是主流，多数人认为，人类不能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在机器人伦理研究中，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就是强调人在人与机器人关系当中的主导地位……从人类整体来说，主体性原则要求人类能够很好地控制机器人，这也是实现安全性原则的前提。”
[30]

 类似这样的观点在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中也是主流。但是在实践中，面对各种新的关系，人类的“主”如何保持，人工智能机器能否具备主体性地位的问题，答案却并不那么简单明了。

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哲学等领域带来的挑战与困扰更为突出。

在伦理领域，在机器人、自动驾驶这些人工智能的早期应用方面，挑战已经显现出来，与机器相关的伦理也由此被提出，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为了保护机器人（或机器）的权利的伦理，二是对机器人（或机器）进行约束的伦理。

美国科学家、科普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不得伤害人类；机器人必须执行人的指令，但不得违背第一条；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但不得违背前两条。他还进一步用逻辑思维设想了很多情境，考验在实践中三条定律之间是否可能、或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冲突，如果互相冲突情况会是怎样。
[31]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为人工智能设置爱护人类的道德程序的人文主义的想象恐怕没有任何用处。
[32]

 即使有这样的悲观看法，对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仍是必要的。

人工智能伦理的主体除了人以外是否还应包括机器？在其他伦理研究的领域都理所当然将人视为唯一主体，但机器是否具有伦理主体地位，这一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却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无法处理开放性情境中的实践伦理问题。至少在今天，人工智能还无法成为与人类对等的伦理主体。
[33]



也有研究者指出，按照计算机伦理学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对机器人的分类，机器人包括有伦理影响的智能体（不论有无价值与伦理意图但具有价值与伦理影响的智能体）、隐含的伦理智能体（通过特定的软硬件内置了安全和安保等隐含的伦理设计的智能体）、明确的伦理智能体（能根据情势的变化及其对伦理规范的理解采取合理行动的智能体）、完全的伦理智能体（像人一样具有意识、意向性和自由意志并能对各种情况做出伦理决策的智能体），这种分类也适合人工智能整体，考虑人与机器的关系时应该深入到相关行动者网络中，看到由人工智能的应用所汇聚的不同主体和拟主体的能动性，厘清其中的权利和责任。
[34]



今天与智能机器相关的伦理研究有两种主要框架：一种是基于现实性的以人为中心的伦理架构，鉴于现实中的机器人远未发展为道德能动者，在机器人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中，道德能动者依然是与之相关的人，从一般的应用理论、工程伦理及专业伦理的角度，探讨相关主体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责任分配、伦理抉择等问题；另一种是基于可能性的以机器为中心的伦理架构，其基本构想是人们可以制造出一种具有道德判断和伦理行为能力的机器人，使机器人成为道德能动者。
[35]

 后者也是建立在机器作为伦理主体的基础上，尽管它不是针对现实而是面向未来的。

即使机器具有“拟主体性”或主体性，人始终是伦理方向的主导者。今天的机器伦理学领域存在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构建方式。“自上而下”是运用某些道德原则或理论作为选择哪些行为合乎道德的判断准则，“自下而上”则是提供可以选择和奖励正确行为的环境，让机器像小孩子学习一样日积月累地从现实经验中学习培养道德意识与判断能力。
[36]

 但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机器学习与接受的都是人的伦理观与价值观。人仍是伦理原则的制定者，机器伦理的目标，也是让机器更多地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当然，人类也有可能从对机器道德设计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类伦理体系。
[37]



对于机器伦理如何付诸实践，有学者认为，从具身伦理学角度看，伦理学规范的内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作为伦理主体的人类的肉体特征所塑造的，机器伦理学的设计也需要关涉包括对人工智能的“身体”——而不仅仅是“心智”——的设计规范，即考虑“怎样的外围设备才被允许与中央语义系统进行恒久的接驳”这一问题。
[38]



除了伦理领域外，法学领域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也涉及机器的主体地位问题。一个典型的讨论是，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从现有的著作权法规定来看，人工智能不是自然人，也不具有法律拟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体资格，因此人工智能作品没有著作权。
[39]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可视为是代表设计者或训练者意志的创作行为。
[40]

 谁利用人工智能创作出了作品（生成物），谁就是该作品的作者，就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
[41]

 目前的讨论多是将人工智能作为其设计者的一种代表，人工智能本身是否能被认定为一种创作主体，是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明晰的问题。类似的，有关人工智能的各种权利、责任的讨论，都会涉及其是否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未来的强人工智能需要获得法律上的主体性地位，而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不等于承认人是客体。人工智能这一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仍然将以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为导向。
[42]

 还有学者认为，算法模拟了人作为法律主体的物理性基础，算法复制了法律主体“拟制”的过程，这些都会带来人的主体性危机，而沿着以人为目的的目标，重建善的标准，是法律保证人的自主性和进行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
[43]

 无论未来机器是否会具备一定的主体性地位，“基于人的尊严性，人只能作为主体而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客体与工具，这是现代法治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立场”
[44]

 。

从哲学角度，有研究者指出，人类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意识和思维的整体性，而人工智能无法达到，此外，与人类主体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不同，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是自然性和机械性。
[45]

 但另一种观点是，机器不但能产生比拟于人的智能，而且能够产生类似于人类的意识，意识也可以由硬件的运作和功能产生，人工智能也是一种类主体的“生命”。
[46]

 还有学者认为，“强人工智能”或许应该定义为真正有自主意识并且可确证其主体资格的“智能”。它们具有自主意识，具有与人类对等的人格结构，今日人类成员所拥有的权利地位、道德地位、社会尊严等，他们也应该平等地拥有。
[47]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即使不完全具备与人一样的主体性，机器也会逐步拥有一些伦理、法律上的“拟主体性”，如何明确机器的权利与责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中，人是将获得更多的自由与主动权，还是会被机器奴役，这取决于人在技术应用中的理性。哲学学者邓晓芒指出：“人的理性，即人的自我反思，人的自我意识，也即对人的盲目意志（欲望）的抑制，也是人获得真理和真正的自由的必经之路。”
[48]

 技术可能会激发更多的来自人或机器的“盲目意志”，足够的反省能力才有可能让我们意识其中的风险并对其进行适时的抑制。

但无论如何，正如“后人类情境为人类重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进而从去人类中心化角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49]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人机关系的反思，也是对人的本质反思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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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互联网诞生到今天，已经整整50年。互联网的发展过程，在不断刷新我们对于媒体、传播的认识，也在不断刷新我们对于“用户”的认识。

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变成了与新媒体相互作用的人。每一个人，也成了网络中独立的节点。这不仅带来了万众皆媒体、万众皆媒介的传播新景观，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范围、深度不断拓展，人们在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的同时，也共同构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紧紧缠绕、在某些维度对现实具有镜像意义同时又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作为节点的用户，也激发了网络经济的新模式与新动力。

新媒体用户的生存，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媒介化”生存的特征，媒介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在模糊，媒介既在反映现实生活，也在塑造现实生活。

但这只是开始，一个以智能为核心特征的新媒体时代正在开启。未来的人，还会具有更多的赛博格的特征。技术将实现对人的身体的“改造”，甚至以数字化方式将人的身体“元件化”。人的数字化生存，也会超出今天的符号化生存的意涵。

人与机器之间，也会形成多种新的传播模式，传播会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被重新定义。

这也要求我们将以往主要聚焦于人与内容、人与人关系的传播研究，向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机器间的关系等新领域拓展。本书虽然已经做了一点展望，但今天我们的“视力”显然还难以真正看清远方。

人-机传播不仅是与传播相关的话题，更是一个事关人类生存哲学的问题。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令人遐想同时也令人忧虑与恐惧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时代。在人机一体、人机传播盛行的未来，是人继续主宰世界，还是人机和谐共处，抑或是机器反过来成为统治者，显然现在我们还得不到答案，但现在已到了我们以思考和行动去追寻这些答案的时候了。


后记

从1997年开始使用互联网并将它作为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以来，我的研究始终凝结在两条主要线索上。

首先是新媒体技术变迁下传播业务、传播模式、传媒产业等各个层面变革的相关研究。这主要是源于教学的需要。教学是教师最大的本分，我的研究首先要能呼应自己的教学，使我的课堂不远离、不落后于快速流动的新媒体实践。这一线索下的研究，在2001年首次出版、到目前已经更新到第4版的《网络传播概论》，以及2015年出版的《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等著作中得到比较多的体现，大量论文也是这一线索下的产物。

但我个人的研究旨趣，却偏向于另一条线索，那就是新媒体时代的人的研究。人既是新媒体的用户，也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复杂的生命体。我希望能探究人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新媒体作用下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了人，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以及新媒体时代。因此，这些年的研究中也积累了很多这一主题下的论文。2018年的年初，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以那些论文为基础来形成一部相对系统的著作，也借此机会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这本书写作的基本动因。

但启动这个工作，难度与挑战远远超出预期。这不是一个把以往的论文简单集纳成书的过程，当在一个整体框架下来审视以往的研究时，会不断发现自己研究的空白点、过去思考与判断的粗浅或疏漏之处，也会发现很多有待填埋的“深坑”，解决或改善这些问题、深化自己的研究都需要时间。所以从启动这本书到完成，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

虽然过程很辛苦，最终的结果也仍然有很多遗憾，但至少我自己的认识又往前走了一步。

于我而言，新媒体研究就像登山。山在那里，它在不断诱惑我去探索它。当爬到山中某个高度时，豁然开朗的视野里那些新的风景、新的意境，让我领悟到此前攀爬的意义，我也会从中听到新的召唤。

感谢新媒体研究和实践的先行者、同行者们在前面的引路和不断的启发。感谢读者们特别是全国各地学子们的激励。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年以来一直为我提供分享最新成果和不断修正自己认识的机会。感谢翟江虹等编辑多年来的支持。

感谢一路陪伴我的朋友和家人。

彭兰

于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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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者注）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上。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新中国与旧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再者，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界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但是，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了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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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面前的这部书稿，最初作为博士后报告发到我邮箱的时候，题目是《深度阳光：调查性纪录片研究》。揣摩作者的初衷，如新闻传媒具备监测社会的功能，调查性纪录片自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品格，宛如照进阴影或黑暗的一束阳光，它带给人们温暖和希望。如果沿用这种比较“文艺”的说法，我们还可以说，它像空谷的幽兰，像海岸的灯塔，像王冠上的明珠。

多年的工作与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调查性报道属于新闻领域最具情怀、最有分量的“硬新闻”。最具情怀，是指从传播者的角度而言，从事调查性报道应能秉持“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最有分量，是指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调查性报道一旦传播开来，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的进步；而“硬新闻”，则是指在今天信息过载的时代，调查性报道应属于含金量最高、密度最大的一类文本。从“扒粪运动”到“水门事件”，活跃着一代又一代调查记者；从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到中国新闻奖，调查性报道铸就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媒介的发展，从文字到广播，从电视到网络，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令人们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单从活动影像来说，虚构的故事片、真实的纪录片、诱人的广告片、娱乐的连续剧，以及适合微信转发的短视频等，在各种大小不一的屏幕上交相辉映，它们包围着我们，构成了我们周边的环境，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此，孰真孰假是一个问题，哪些有价值有意义是一个问题，人们如何选择更成为一个问题。和调查性报道一样，调查性纪录片致力于发现表象背后的本质，发掘事件深层的真相，消除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可望给受众带来安全感，提升媒介的公信力，并因此促进构建一个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社会。

作为一名新闻学专业的教师，我对深度报道中的调查性报道更为熟悉，对纪录片的历史和分类则未做过专门的研究，对于莫常红提出的“调查性纪录片”这种新的类型，在提法上能否取得共识，在理论上是否自洽，在实践中能否经得起检验，是作为指导教师必须提请注意并考察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对事物与现象的认识，总有一种归类的冲动，似乎不如此便不能有效、科学地把握世界。一般来说，分类有两种：其一，采取一种角度或标准，将所有的事物或现象分成若干类别。通过这种分类方法，万物各得其所，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进而可被归纳总结其特征。其二，采取某一尺度或方法，将部分的事物或现象归拢在一起。借助这种手段，虽不奢望对事物或现象做统一尺度的划分，但能凸显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内在规律。莫常红对于“调查性纪录片”的研究应属于第二种情形。通读书稿全篇，我认同了他的提法。书稿还以其清晰的逻辑、哲学的思辨、诗意的表达和激情满怀的人文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定义入手，拈出“调查”和“纪录片”两个关键词，在辨析了调查性纪录片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后，书稿考察了调查性纪录片的历史。在历时性考察之后，进行了共时性的探讨：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从世界到文本，试图剖析其中的规律。这一思路，既是文艺学中的“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研究范式，又是传播学中的“传者—现实—媒介—受众”的研究进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查性纪录片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媒介，其相通相近之处，自不待言；其牴牾扞格之处，也不容忽视。而作者综合运用文艺学和传播学理论展开跨学科研究，观点新颖独到，令人耳目一新。

在哲学思辨方面，书中对“调查”的辨析、对“真”的考察部分，作者力图鞭辟入里地展开论述，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周全的分析，借用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对一些容易被放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一些深奥的问题则予以深入浅出的解读。因此，整部书稿是理论的观照，更是一种智性的思考。跟随作者的思路，在抽丝剥茧中，能够感受到缜密而飞扬的思绪，严谨而富有激情的论证，读起来酣畅淋漓，言有尽而意无穷。

整部书稿的语言，有一种诗意贯穿其中，自成独特的风格。我曾经尝试逐一进行调整，但最终选择放弃。回过头来看，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吃力不讨好不说，还会破坏原有的特色。就像编辑一部书稿，我们应该容许作者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除非表达错误，不应以个人所认为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应以个人的偏好代替他人的偏好。或许一开始不习惯，但通读全书，一种若无还有的气韵、一种久而弥笃的味道，在其排比、对照、比喻乃至象征的语言中，慢慢地流淌出来。

最后，我想说，践行调查性报道或调查性纪录片的调查记者，充满着理想与情怀，而以此题目做开拓性的、深入的学术研究，也满怀积极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回首过去一年多来，长春疫苗案和明星逃税案引发强烈的社会震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每逢重大的社会事件，调查记者不能缺席，他们的在场可以提前预警，免除巨大的风险。同时，研究调查性报道的学者也不能落后，虽然免不了草创，免不了问题，但学界应该积极回应业界，有所担当地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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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则寓言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讲述了一则“洞穴寓言”，其大意是这样的：

有一群囚徒一直居住在一个地下洞穴中，洞穴有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这群囚徒被枷锁锁住了脖子和脚，他们不能环顾四周，只能面向洞壁。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燃烧；在火和囚徒之间，隔着一段矮墙，有一些人举着器物在走动，火光将器物变动不居的影像投向囚徒前面的洞壁。囚徒长期习惯了这种生活，自认为看到的这些影子就是“实在”。当一囚徒偶然挣脱枷锁回头看时，发现影像之外的实物的火，会以为原先的影像比实物更真实。当他被拽着走出洞口时，眼睛受到强烈阳光的刺激，他什么也看不见。等他逐渐习惯光亮，就不必借助倒影和影像，可以直接看到太阳和事物。此时，即使洞穴内原先的囚徒伙伴有人享有荣誉和地位，这个洞穴外的人也不会嫉妒。如果他再次回到洞穴，从光明到黑暗，他的眼前又会在短时间内模糊一片。他想告诉他们真相却遭到嘲笑，他想释放他们却有可能被杀死。

柏拉图讲述这个寓言，以囚徒和被释放的囚徒来做比，阐明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本质区别。从黑暗到光明，从光明到黑暗，都会遭遇短暂的目眩，看不清事物。从地下洞穴到外面的世界，灵魂得以上升；而受到教育得到解放的人，有义务和责任重新下到洞穴里边去，“所以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便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而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因为你已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
[1]



人们对“洞穴寓言”有不同的解释，本书拟作如下的解读：那些投在洞壁上的影像是自在之物的表象，是本质映射出来的现象，是经过媒介展示出来的影像，是美国学者李普曼发明的“拟态环境”。那些被囚禁的人自以为是地认为看到了实在的事物，但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幻象般的影子。有幸得到解放的人，如先知先觉的调查记者，经过短暂的痛苦，可以洞察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过真相的他，重回幽暗的世界，带着可能遭遇误解的风险，不辞辛劳地去启蒙混沌世界里蒙昧的人们。

在“洞穴寓言”中有一垛矮墙，按照柏拉图的解释，“其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置的一道屏障”。但是，假设没有那垛墙，会发生什么呢？无疑，在洞穴的墙壁上，囚徒们不仅看到这些人举着的木偶，还会看到这些人在举着木偶表演。由此可以设想，在人类历史中，因为隔着这垛墙，人们只看到那些举着的“民主”“进步”“和平”“发展”“服务”等各种标语，而看不到是一些人打着这些漂亮而动人的旗号在那里表演。

那个被释放的囚徒，在柏拉图的寓言中是被动的，他也是被拽着爬出洞穴的。他甚至还有些软弱，在遭遇炫目光线的挫折之时，禁不住想回到原先浑浑噩噩的世界中去。然而，主动而积极的调查记者，看过了美、善和正义，见过了丑、脏和邪恶，转而要拆掉那垛矮墙，把阳光带进幽暗的洞穴！



注释


[1]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80．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言人人殊，有人将之作为认识论的比喻，有人将之当作视觉感知的预言，也有人将之理解成电影院观影的体验。


第一章　定义与边界

面对斑斓的世界，纪录片人在传统中变革，探索新的形式和新的表达。近些年来，一种新的纪录片类型——调查性纪录片备受人们的青睐。在西方，影片《谁杀死了陈果仁》《细细的蓝线》《科伦拜恩的保龄》《超码的我》《海豚湾》《寻找小糖人》等渐成规模；在中国，《唐山地震三十年祭》《垃圾围城》《SARS-和平风暴》《奇迹背后》等影片也在不断进行尝试。

何谓调查性纪录片？一些纪录片的拍摄者并不限于像“直接电影”标举的那样只做“墙壁上的苍蝇”，不是置身事外做冷静的观察，而是积极地参与，执着地行动。他们怀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一些公共事务和社会议题自行展开独立而深入的调查，以揭示其内幕与真相，用探照的灯光照亮被忽略、被遮蔽、被篡改的历史与现实。记录这一过程、呈现调查成果的纪录片，我们称之为调查性纪录片。

本书拟追踪纪录片的流变，从拍摄者的角色和纪录片的类型入手，分析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语境、技术支持、理论框架、叙事方法、美学特征、传播效果、价值与功能，且在全球化、新媒体的语境中，结合当前的形势，展望其今后的发展。

循名求实，调查性纪录片有两个关键词，一为调查，一为纪录片。要展开调查性纪录片的研究，必须追本溯源，对调查和纪录片做相应的考察，并在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中确定各自的内涵与外延。


一、调查性纪录片的定义


（一）纪录片的概念


存在先于本质。本质与意义不是事物出现的时候就生而具有，而是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以及人类总体的发展进程中逐渐生成和建构起来的。因之，征诸人类认识与文化的发展，总是先期存在一些事物和现象，人类的理性随之展开认识、归类、分析、定位，或科学或艺术地掌握人类外部的世界和人类内部的世界。

信息传播如此，报刊、广播、电影这些媒介的诞生与传播也复如此。在人类还没有充分认识某一类现象和事物之前，这一类现象和事物已经自在地存在着了。在“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概念还没有出现之前，先行者们以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开始用活动影像记录人们的感官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

卢米埃尔拍摄《火车到站》和《工厂大门》，记录的是摄影机前的物理现实，是对当前事物的忠实的记录。因此，电影诞生初期，最方便摄影机摄录的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虚构的安排的故事。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认为，电影戏剧的真正诞生直到乔治·梅里爱手中方才实现。“他系统地将绝大部分戏剧上的方法如剧本、演员、服装、化妆、布景、机关设置，以及景或幕的划分等等，应用到电影上来。”
[1]

 梅里爱拍摄的《贵妇人的失踪》（1896）、《灰姑娘》（1899）、《月球旅行记》（1902），明显不再拘泥于现实的生活，而是通向充满想象的艺术的世界。

1922年，北极探险家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用这种方法拍摄了一部完整的长片《北方纳努克》。1926年，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在《太阳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摩阿拿》（弗拉哈迪拍摄的另一部影片）的文章，其中使用了“documentary”一词，认为影片“是对一位波利西亚青年的日常生活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资料价值（记录性）”。根据词源学，“具有文献资料价值”的文档或资料，是原始的、最初的或官方提供的信息，可以用作证据，它兼具“记录性”和“记忆性”。也就是说，当拍摄者记录下摄影机前的物理现实时，这些视觉的资料就可以封存起来，成为国家或民族甚至人类的记忆，成为他日可供考证与征信的历史。

格里尔逊虽然对《摩阿拿》推崇有加，对弗拉哈迪也尊敬有礼，但他对纪录电影的观念与弗拉哈迪并不相同。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一文中，格里尔逊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他认为，那些在遥远的国度因猎奇而拍摄的影片不足为训，那种浪漫的新卢梭主义是在逃避现实，因此，他主张要把投向遥远世界的镜头对准门前台阶的石头；之所以要进行“创造性处理”，是因为艺术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锤子：拍摄者要超越对日常生活、表象世界的肤浅描述，凭借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用诗意的、意象主义的处理手法，通过讲述故事来阐明主题。
[2]

 纪录片拍摄者首先是宣传员，其次才是影片摄制者。格里尔逊视纪录片为“讲坛”，谆谆告诫他的学员不要成为唯美主义者，而要不断启蒙人们，教育公民追求美好的生活。

从弗拉哈迪（《北方纳努克》）到格里尔逊（《漂网渔船》），从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持摄影机的人》）到伊文思（Joris Ivens，《雨》《桥》），从帕尔·劳伦斯（Pare Lorentz，《开垦平原的犁》）到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早期的纪录片先驱在开垦着纪录片的领地，他们开创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而物质的进步、技术的革新又推动着纪录片克服早年的障碍和局限，因而纪录片的内涵在不断丰富，纪录片的概念和定义也在不断变动之中。

何谓纪录片，因此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对于格里尔逊之“创造性处理”中的“创造性”，人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理查德·巴萨姆看来，纪录片制作者“以尽可能忠实于实际的形式呈现实在的物理现实……（他或她）创造性地记录并阐释这个世界，而在实质上又不对其做任何改动”。美国学者比尔·尼可尔斯（Bill Nichols）则把电影分成达成心愿、再现社会这两类。他认为，每部电影都是一部纪录片，达成心愿的影片是通常所说的故事片，再现社会的影片则是非虚构的影片。虚构的故事片将人们带入虚拟的情景，让人们自动地缴械投降放弃怀疑；而非虚构的纪录影片，因为和观众达成默契，人们信任地认为影片的声音、影像和它们记录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可靠的索引关系。这种“索引关系”，是从观众的观影经验出发确定下来的一种认识，一种情感纽带。从生产到传播的整个链条来说，人们都在确保、确认、确信这样一种“索引关系”：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和构建起来的影像世界一一对应起来。因此，在创造它、感知它的人心目中，和虚构的文艺创造不同，纪录片真实地再现和反映了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世界。


（二）“调查”的内涵


调查，就是调查者主动地参与行动，投身其中，沿着事物或事件留下的蛛丝马迹，追本溯源，寻找答案或真相。这里有调查者、调查对象、调查方法和调查结果。无疑，作为结果的答案或真相并不自发、自动地敞开与呈现，它需要调查者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各种调查手段，以期接近、揭开、达成最终的调查结果。人们对调查性报道的理解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调查性报道一般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第一，与公共利益相关。调查性报道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归纳起来，它所针对、处理的题材和现象与公众的利益相关。诸如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境污染问题等，影响着千家万户，自然关系公众的利益；即便只是一桩牵涉个人的案件，由于它与司法公正、法律体制、公民的权益保护相关，处理不当也会人人自危。同时，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不假思索理所当然地予以接受的事物，或者麻木不仁地忍受的不正常现象，若细查深究，可能存在隐匿的风险，深藏巨大的利益，涌动着病态的社会心理。这些被忽视被遮蔽的事物，也往往成为敏锐的调查记者关注、分析和批判的对象。

第二，是独立的调查。调查性报道需要调查记者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展开并不依傍其他机构的独立调查，因此具有独立性和原创性。一般来说，从寻找线索到确定选题，从展开调查到核实信息，从新闻写作到最终呈现，这一系列过程都要由调查记者独立完成，而不能依赖他人或组织的调查结果（调查记者间在竞争之外的合作另当别论）。在实际操作中，他人和组织的调查结果，只是一个起点、一条证据、一个航标，必须超越它，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需要质疑那些既有的信息，反向挖掘，顺藤摸瓜，发现其漏洞与矛盾，找出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是自行展开的调查，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是人云亦云的，而是独家发现的独家报道。

第三，旨在揭开被遮掩的真相。调查性报道所要获取的信息是一些个人或组织有意掩盖的信息，调查的目标就是要揭开社会问题深层的真相，揭开隐瞒的不当行为中包含的不道德与违法犯罪的因素。一方处心积虑意欲掩盖，一方千方百计争取揭露，调查就是双方的博弈，调查过程也就充满障碍和艰辛，需要调查记者经过系统、科学、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拨云见日。不少调查性报道还将调查对象掩盖隐藏的方法、阻挠调查的手段也都报道出来，从而显示对方欺诈蒙骗的行为和做贼心虚的心理。



注释


[1]
 萨杜尔．世界电影史［M］．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7．


[2]
 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M］／／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00-509．


二、调查性纪录片的边界


（一）纪录片的边界


1．与故事片的界限

对举纪录片（又称“非虚构影片”）与故事片（又称“虚构影片”），这种讨论“是”与“非”的做法，既反映了电影诞生之际混沌初开的历史渊源，更体现了一种迂回靠近的策略。或许，我们正可以从具体的事例——故事片《大象》和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着手，从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区分中，剥离出纪录片的本质特征。自然，这两部影片不能代表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所有特点，但分析它们，便于有的放矢，加深对故事片与纪录片的认识。

1999年4月20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杰弗逊郡科伦拜恩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两名学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身穿迷彩服，配备枪支弹药进入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并造成25人受伤，之后两人自杀身亡。这起事件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校园枪击事件之一，它还引起了有关美国枪械政策的争论，许多人也由此关注暴力电影和电子游戏对青年一代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这起真实发生的事件为蓝本，故事片导演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拍摄了影片《大象》（2003），纪录片导演迈克·摩尔（Micheal Moore）则摄制了《科伦拜恩的保龄》（2002）。

《大象》一片讲述的是枪击案发生前校园里的情况以及枪击案发生的过程：约翰开车载着醉酒的父亲来到学校；喜欢摄影的艾利亚在校园内外游荡；受到冷落的米雪儿来到学校图书馆帮工；乔丹交上了一个新女友凯丽；孤僻的哈里斯和克莱伯德通过互联网买到了枪，在家午睡之后他俩来到校园开始大开杀戒。而《科伦拜恩的保龄》一片，虽然引用了学校探头拍摄的视频，但着重在枪击案发生之后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影响，考察美国的枪支文化：在银行开户就可以送枪；美国枪支的现状；问题少年的潜在危险；各界对枪击案的看法，包括知情人的访谈与讲述；导演本人带领受伤的两名学生到超市要求禁止卖枪；最后，导演采访步枪协会会长。

在故事片《大象》中，已经发生的枪击事件重新得以反映和再现。导演根据编定的剧本，逐条拍摄每一个镜头，然后剪辑成片。参演的演员——该片邀请并临时培训了一批中学生，他们是非职业演员——则接受这一任务，按照要求配合表演。因为是故事片，这些演员用表演来以假乱真，但被“枪击”倒地之后还能够爬起来，不断重复“死亡”以确保镜头的质量和水准。演完自己的角色，职业演员会另行转场，投身另一部影片的拍摄；启用的非职业演员大多将返回到原有的生活轨迹中。

与之相比，在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导演并不试图复原整个事件，而是追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因此，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都是调查而生的“新鲜”的现实，导演和制片并不能全程予以控制：即使采访的问题前期有所准备，即使导演设计了在银行开户和在超市禁枪等环节，但对方的反馈并不尽在掌握，其回答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影片中出现的人物，虽然是拍摄者选定的、为镜头框定的人物，但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他们的身份有据可查，状态真实可感，观点发自内心，情感自然流露，命运不可逆转。影片中基本没有职业演员（除了以演员生活与命运作为记录的题材），影片中受伤的人会留下伤疤，死去的人不会再醒来。对于所有的非职业演员来说，影片只是截取了一段他们的生活，或者抓取了他们片刻的状态、思绪和情感。

“1999年4月20日的早晨和其他早晨没什么两样。农夫下田，送牛奶的人送牛奶，总统下令轰炸名字很难念的国家，北达科他盲人凯瑞·麦克威廉姆斯照常去散步，密歇根的休斯校长迎接学生上学，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小镇，两个男生六点去打保龄球：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典型的一天。”以这一开门见山、直白显露的解说开篇，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突出枪击事件的发生毫无征兆。这一动机在故事片《大象》用了近一个小时进行铺陈，导演出奇地冷静，零度写作一般地表现这个和其他日子毫无两样的早晨：蓝天中云卷云舒，球场上喧闹依稀可闻，金发黄衣的男孩、四处拍照的男孩、刚刚注册的学生情侣、其貌不扬内心自卑的女孩等悉数出场，他们上厕所，定约会，参加课堂讨论和课外活动，在枪击发生之前一切都很正常。在这里，所谓虚构的故事片在不动声色地进行客观的展示，而号称真实的纪录片却在絮絮叨叨地发出倾向性的评论。

是真实还是虚构，人们普遍将之视为故事片与纪录片最明显的区别。彻底虚构的影片如神话片、西部片、武侠片、科幻片等类型片，是创作者想象的创造物，它们毫无疑问都是故事片：人物是塑造出来的典型的人物，故事是编造出来的戏剧化的故事。一如《山海经》里面奇异的兽，一如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虽然糅合了现实的元素，寄托了真挚的情感，但都不是现实世界的事物，不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同样，忠实地跟踪现实中真实的人物，完整地记录生活中流逝的时间，就赋予了影片纪录性的影调。像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帝国大厦》——485分钟时长的全片只有一个镜头——就是“彻头彻尾”的纪录片，是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梦寐以求的能够全天候拍摄的电影。
[1]



起源于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如《偷自行车的人》（1948，德·西卡导演），记录了失业和贫困，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状况。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则偏好使用非职业演员，在《特写》（1990）、《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等影片中，他遴选和故事中的人物相似的当地居民作为演员，反复训练他们记忆台词，以至于对方模糊了真实与表演的界限。英国导演迈克尔·温特伯顿（Micheal Winterbottom）和马特·怀特克罗斯（Mat Whitecross）拍摄《关塔那摩之路》（2006），聘用的演员就是新闻事件中被关进美军监狱的囚犯，让他们扮演自己，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而在纪录片中，从一开始就不断有设计和扮演，杂以控制与想象，甚至引入了虚构。弗拉哈迪在拍摄影片《北方纳努克》时，为了突出效果和借用光线，将纳努克建造并居住的冰屋扩大至现实中的冰屋的两倍，而且没有封顶，以致纳努克一家在天寒地冻的雪地上睡觉。伊文思在拍摄《博里纳奇》（1933）时，特意要求矿工们组织一次罢工；信任导演的煤矿工人很快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并且遭到当局的镇压。爱森斯坦在拍摄《墨西哥万岁》（1932）时，明显按照剧本来反映墨西哥的历史与文化。其中农奴遭遇迫害而奋起反抗的章节，充满张力，富有戏剧性，和故事片相差无几。在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的《细细的蓝线》（1988）中，情景再现以风格化的方式得到不同视角的呈现。在布里埃尔·兰杰（Gabriel Range）的影片《总统之死》（2006）中，虚构了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到芝加哥演讲的场景，并用电脑技术将其头“嫁接”到演员身上，演出了总统被射杀的一幕。而克里斯托弗·劳雷的《人类消失之后》（2008）一片，导演假想人类突然消失，用电脑成像模拟工业化世界幸存的事物和核泄漏带来的变化。

在纪录片中借用故事片段落，不仅可以表现电影的历史、电影剪辑的魅力，表现某一个时间、地点的电影人的贡献或心路历程，还可以表现一个时代或奢靡颓废或朝气蓬勃的社会思潮、风气和心理，甚至可以通过展现故事片“文艺”的手段，展开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作为一种媒介对其姻亲媒介的反省和思考，这种电影中的电影（有人称“元电影”），利用解说或剪辑，从堡垒内部反戈一击，可以揭开谎言和宣传的面纱。凯文·拉夫提（Kevin Rafferty）拍摄的《原子咖啡馆》（1982）就创造性地剪辑了一些故事片和政府宣传片段落，用蒙太奇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带着几分讽刺，深刻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当时的政府和军方对原子弹、核辐射的危害性轻描淡写，以致欺骗、误导、愚弄了广大的民众。在《华氏911》中，导演迈克·摩尔引入故事片《搜索网》和《阿富汗》等段落，充分地显示了好莱坞影片对民族的偏见。它们承接前后影像的逻辑，增添了影片的娱乐性和幽默感，并在滑稽之中展开了“陌生化”的反思：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人们因刻板印象拥有的知识可能偏离客观的实际多远。

如上所述，在真实与虚构的两极，故事片和纪录片截然不同，然而在两极之间，故事片采用纪录片元素，纪录片借鉴故事片手法，两者的边界就变得模糊起来。因此，真实还是虚构，客观还是主观，职业演员还是非职业演员，跟踪记录还是情景再现，乃至控制的程度、表演成分的多少、要不要剧本和设计、用不用采访和新技术，都很难作为区分一部影片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的标准。吊诡的是，一些“故事片”送到纪录片的电影节获了奖，而一些“纪录片”久久得不到专家学者的承认；拍摄者个人可能发生“意图的谬误”，生产方式不能保证影像的属性；而广大观众也可能囿于有关类型的成见，接受方式与传播效果也不能当作最终判断（很多中国观众把李京红拍摄的《姐妹》当作电视剧）。视听的经验有待突破，创新的扩散尚需时日，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纪录片多元共生，共同阐释着人类的历史，记录着我们周遭斑斓的世界。

纪录片与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在于纪录影片与现实世界之间可靠的“索引关系”，它既为拍摄者特意创建，又为观众有意接受，绝大多数纪录片（或影片中的一部分）具有“文献资料的价值”。在真实的时间与空间中，纪录片记录和阐释真实的人发生真实的事件，因之可以充当历史真实的证据和材料，甚至本身就成为历史。但这里的真实如何被保证？我们必须承认，在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存在着一大片难分彼此的灰色地带。

2．与新闻的异同

人们常说，新闻有五个“W”一个“H”共六个要素：Who（何人）、What（何事）、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因）、How（怎样）。这是广义的新闻。利用媒介传播真实的信息，这一共同的目标将调查性纪录片与新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新闻记者成为制作调查性纪录片的主力军，或者成为其中的信息源；已有的新闻报道往往为纪录片提供选题、路径、资料和证据，或者成为反思、批评、揭露和攻击的对象；新闻理论的一些原则、新闻采写的一些方法、新闻编辑的一些技艺，也都为调查性纪录片所借鉴、所运用；新闻记者应该遵循的职业规范、伦理道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调查性纪录片的制作者也都躬身践履。其中从事深度报道的新闻记者，他们将调查性纪录片的创作者引为同调，惺惺相惜。

自然，和具有悠久历史、产生广泛影响的新闻这棵大树相比，调查性纪录片还是一株非常娇嫩的幼苗。但在新闻开拓、创建的社会土壤之上，在新闻传播、信息交流的背景之中，它像切入黑夜照进阴影的一缕阳光，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魄，鹤立鸡群，发出熠熠的光芒。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编著的《新闻写作教程》特别指出：“调查性（揭露性）报道的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其题材相当广泛，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因而有别于大多数日常报道。”
[2]



为了保证重要信息能够及时得到传播，消息类新闻的撰写多采取一种“倒金字塔”的结构。而在信息不充分、认识有障碍的时候，为了满足日常的、程式化的刊印或播出，事物的前因后果、人物的状况命运就可能被忽略不计，一些表象、肤浅的信息充斥了整个社会。并且，众口一词、互文性的引用将造成一种“回声室”的效应，身陷其中，人们容易丧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范长江这一经典的阐释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未知的领域何其广阔，欲知的范围如何知晓，应知的区间由谁决定？这就给政党的宣传、企业的公关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在真实与客观的名义之下，以一定的框架阐释事件，用合谋的媒介事件垄断人们的时间，用媒体的议程来安排广大民众的议程。

与之相比，调查性纪录片却深入挖掘，致力于对Why（何因）、How（怎样）的攻坚，发现问题，并努力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和普通的消息报道不同，调查性纪录片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资金，更多地进行反省和独立思考，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风险。曾经，深度报道被当作报纸抵御广播电视的武器，成为媒体在严酷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其实，无论通过哪种媒介，都可以进行深度开掘（像微博一样自我限定篇幅另当别论）。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只有深入现场一线发掘出来最富原创性、最有深度的信息，才能像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一样染上独一无二的“灵晕”（本雅明语），才配摘得璀璨的明珠，才有资格享受无上的荣光。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陆定一，1942）。强调新闻之“新”，也就把它的时效性当成衡量这种信息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小国寡民、鸡犬之声可闻的国度，新闻拥有较长的保质期，一旦进入信息化时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带给新闻飞翔的翅膀，这种易碎的一次性消费品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转瞬之间就因时过境迁成为明日黄花。民众餍足快餐式的消息，而那些需要时间沉淀、需要空间陈列，更需要智性思考的事物，就会被淹没，被排挤，被放逐。正如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做出的反思：“根据美国学者的归类，延期付酬的新闻（诸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与健康）不仅遭到了即时付酬新闻（诸如漫画、腐败、事故、灾难、运动、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故事）的排挤，而且，正如这两类新闻名称所反映出的，读者数量也越来越少。最终，新闻报道不得不装扮起来，从形式到风格都近似于故事叙述（新闻故事）。事实与虚构之间的严格的界限日趋消失了。”
[3]



调查性纪录片就像一面镜子，它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它有时还反戈一击，把新闻与媒体推上被告席，向那些由新闻构建的“拟态环境”（李普曼语），尤其是由信息反映的等级秩序，发出了天问般的质询。散见在一些影片中，寻常媒体搭建的七宝楼台轰然倒塌，如纪录片《卢旺达的鬼魂》中煽动种族屠杀的电台广播，受到纪录片的挞伐。而在《看不见的战争》《〈纽约时报〉头版内幕》《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战争》等纪录片中，媒体人以大无畏的勇气，挥刀自戕，对整个媒体制度和新闻生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省与批判。

在《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界战争》中，那些曾经在福克斯新闻集团工作的职员透露：福克斯的新闻几乎均按剧本演出，每天早晨都有一个详细的清单，上面列出报道什么回避什么；不是基于新闻价值来选择新闻、选择嘉宾，而是考量政治的观点、党派的倾向。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将新闻与评论分开，公司却用各种手段，比如假借匿名来源的信息，巧妙地植入观点。媒体并不宽容地对待异见，有违主流价值的观点都被掐断，以摒除异见；在“解放”的框架之下，媒介事件如戏剧一般在上演。在《看不见的战争》中，如题所示，从那些“嵌入记者”报道的消息，普通观众看不见伤亡的悲惨的民众，看不见战争另外一张丑陋的面孔，也看不见利益集团打着崇高的旗号却觊觎着石油的巨大利润。而在《〈纽约时报〉头版内幕》中，片中人物痛心疾首，个别臭名昭著的不实的报道严重地损害了这家150多年老报的信誉和公信力。

因为周期漫长，报偿迟缓，在政治、经济的压力下，调查所需的资金常常被压缩，所需的人员常常被缩编，调查记者的处境困难，往往历尽千辛万苦。当调查性纪录片终于出炉，又能获得机遇得到广泛传播，那揭开真相的报道内容，乃至调查记者的调查过程，都可能成为爆炸式的新闻。因此，它虽尝试规避新闻传播体制的负面影响，但是也会落入新闻信息编织的密密的网中，并有心或无意地借助新闻传播的力量，将调查出来的“重要事实”分享给尽可能多的“应知而未知”的广大群众。

3．与调查性报道的比较

如果说调查性纪录片与新闻中的消息还存在较大的差异，那新闻中的调查性报道就与调查性纪录片血脉相通：两者内在本质相同，只是表现形式有异。尤其是在融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为一体的融媒体时代，两者更是难分彼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旗鼓相当。两者的实践主体调查记者，既指撰写文章的记者，又指影片（节目）中出镜的记者，还泛指制作影片（节目）的导演、制片人乃至整个团队。他们利用报刊书籍、广播电台、电影电视乃至网络新媒体等不同媒介，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何谓调查性报道，西方学者可谓见仁见智。研究扒粪运动的阿瑟·温伯格和莱拉·温伯格夫妇（Arthur Weinberg＆Lila Weinberg）曾经这样写道：“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他们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状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容被一一揭露出来。”
[4]

 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David Anderson）和皮特·本杰明（Peter Benjamison）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的欺骗活动。”
[5]

 威廉·C．盖恩斯（William C．Gaines）认为：“调查性报道是这样一种作品：（1）它们是记者原创的作品，而不是公共机构的调查报告；（2）它们所提供的是没有记者的进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3）它们对于公众具有重要意义。”
[6]

 日本学者武市英雄认为：“调查性报道的题材，是今天的、现在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被无视、被忽略的事物，即使被片面地报道过，也还没有从正面深入地挖掘。”川鸠保良则认为，调查性报道“不是依赖当局发表的材料写报道，而是记者亲自进行调查、逼近真相；不像独家新闻那样只依靠到手的单份秘密材料，而是通过彻底的调查采访，解释事件的整体情况”
[7]

 。

如前所述，调查性报道之“调查”，是事关公共利益、独立开展的调查，旨在揭开被遮盖的真相。这也是调查性纪录片之“调查”的内涵。以纸媒形式呈现的调查性报道，因为载体与技术的原因，比调查性纪录片出现得早，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存了很多有影响的报道，成为调查性纪录片制作者可资借鉴的材料，在确定报道选题、实施调查方法等方面，可以给予实质性的启发。身处同一时空，遭遇同一事件，调查性纪录片可以从调查性报道那里得到线索，用纪录片这种形式，深挖背后的故事与真相。

当电视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之时，面对市场化竞争和读者的流失，调查性报道一度成为纸质媒介对外宣称的堡垒，借以抵御其他传媒形态对受众的分流。其实，经过短期的震荡，富于探索精神的媒体人员借助电视，乃至更晚一些出现的互联网，都可以进行调查性报道。那么，在电视上出现的调查性报道与调查性纪录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电视调查性报道，其制作团队一般隶属于电视台这样的媒体机构，即便在制播分离的语境中，作为播映平台的电视台也有较大的选择与决定权限。因此，利用影像进行深度报道的电视调查报道，有着鲜明的媒体机构属性，它必须符合整个电视台的定位，必须与栏目特色协调一致；而在一些国有、官办的电视台，调查性报道深受体制的影响与制约。相比而言，调查性纪录片大多属于民间的独立制作，往往尝试突破当局划定的禁区，向权力和资本发出质疑；在传播方面，调查性纪录片偶尔借助电视台播映这一途径进行传播，作为电影，它更可能在电影院、在咖啡馆、在学校等科研机构进行展映。

在形态方面，电视调查性报道与调查性纪录片非常接近，两者之间有着模糊的界限。电视调查性报道有的以特别节目形式出现，但更多的是纳入一定栏目的电视节目，在特定的宗旨之下，不时地穿插代表栏目特征的片花，以增强节目之间的统一性，且方便观众识别，增进其栏目忠诚度；很多电视调查性报道安排有固定的主持人，设置了特殊风格的演播室，前方记者和演播室的主持人之间声气相通，互相呼应，在调查事实真相之际可能进行评论，实施舆论引导。相比而言，调查性纪录片则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它有时用第三人称展开叙述，有时也用第一人称披露调查者经过调查获得的信息，因此，要是调查记者将自己摄入画面，就采用了一种“自我反映式”的模式（后文将详述）；调查性纪录片一般也不设置演播室，不安排固定的主持人，不是努力契合电视栏目的定位，而是伴随着调查者的路径与方法，贯穿着调查者本人的语言与风格。

虽然调查性报道与调查性纪录片这两种“近亲”的媒体类型，于生产的机制、传播后的影响、面临的处境与问题等方面，都极其相似，但在最重要的调查环节，因其特有的方法、途径、要求与目标，又与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调查”区别开来。


（二）“调查”的边界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尝试揭开未知的领域始终是一种原始的、创造性的冲动，由此而生各种各样的调查。它们有的与本书研究的课题关系不大，有的却关系密切。对其进行分析与比较，不仅可以获知其联系和区别，还能提供启发和借鉴。

1．田野调查与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方法的比较

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来自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在考古学中，考古学者走进田野，发掘地下的材料，不仅可以用文物来参证和释证文字的记载，还可以校正被遮蔽、被边缘化的文化事象，甚至还可以补正没有文字记载的被遗漏的历史和史前的历史。而在人类学中，人类学家结合参与观察与各种访谈，以取得第一手的资料。“集中在一个地点住上一年以上的时间，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活动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交换活动、地方政治和宗教仪式。”
[8]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作为物质的遗存，文物穿越时空向人们述说前尘旧事；文化工作者更要与时间赛跑，趁着当事人还健在，赶紧留下其音容笑貌，留下证词、口述的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纸上得来终觉浅”，举凡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都在通过田野调查收集鲜活的、珍贵的资料。所有这些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都可称为“田野调查”。它们调查的对象虽然千差万别，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在调查方法、要求方面也有共通之处。

科学性是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在准备、调查、撰写报告等各个阶段，都要严格按照学科积累的经验与规范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实地调查之前，查阅相关文献，确定调查课题，选取调查地点，撰写调查提纲，设计调查表格，诸如此类的工作，准备越充分就越能事半功倍，就越能减少此后的失误。仓促上马的调查，浪费时间、精力、资金、社会资源不说，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实地调查阶段，陌生环境的适应、参与观察的实施、实物标本的收集、调查问卷的开展、深入访谈的进行等，都有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在各个环节都遵循行业领域的标准，才可能获得准确而完整、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在撰写报告阶段，整理访谈、核实材料、统计数据、撰写报告、资料存档等，也要采取严谨的方法，以事实为依据，论证充分，使结论经得起检验。

科学的田野调查，力求准确而客观，总是期望调查的样本能够较好地反映和体现总体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一些新闻工作者或影像工作者并不按照概率均等的原则，多是根据主观的经验、愿望进行非概率抽样，如街头的偶遇、滚雪球式的采访，也不考虑样本的规模，更不注意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代表性差、误差比较大，得到的受访者的答案有的言不由衷，汇总的结论就不怎么令人信服。当然，要是将这种非概率的抽样当作论据进行归谬，却能够以一当十，可以在前后镜头的蒙太奇剪辑中揭穿谎言。比如迈克·摩尔在《医疗内幕》中就开展了调查：“我在互联网上发了帖子，询问他们和他们的保险公司之间是否有类似的经历，24小时之内我接到3 700封回信，一周之内，超过25 000人给我发来了他们的医保恐怖故事。”

参与观察的方法是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时惯常使用的方法。所谓“参与”，主要指调查者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周期内进入族群或社区，和调查对象居住在一起，学习对方的语言，深入生活之中，充分感受当地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方式。但这种“参与”是作壁上观，尽量不介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情感，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旁观静态的事物和动态的事件，以免影响原始的面貌和进程。相对而言，调查性纪录片的“参与”更是一种积极的参与：调查者不是隔岸观火，而是充满激情坚持理想，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正义，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平与发展，他们要拨开迷雾，揭开谎言，质疑官方说法，坚定地向权力说“不”，毫不妥协地向利益集团开火，同时他们同情弱者，关注边缘人群，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说话，为那些底层的穷苦的人发声。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控制情感，但并不刻意地做冷漠的看客，有时悲天悯人，有时疾恶如仇，时常沉着冷静地解剖，偶尔又咄咄逼人地冲锋。比如，在《看不见的战争》里，澳大利亚的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绝不留给对方喘息之机，接二连三地向狡猾的政客发出严正的质询。

人类学家走进田野，通过参与观察，可以考察当地社会的某一方面，更多的是整体地表现这个地域或族群的总体面貌。社群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与秩序、巫术与宗教、文学与艺术、节庆与民俗等，是一个互动的、有机的整体。因此，田野调查既要观察婚姻制度，又要关注社会分层，还要顾及社会组织和图腾禁忌。“调查者在仪式、节庆或其他重要活动中集中注意力进行记录与观察是必要的，但还要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礼节，以及心理状态和人际关系等细节。”
[9]

 与之对照，调查性纪录片的调查，则多是围绕单一主题展开的调查，它不追求面面俱到，但努力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通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追寻，他们致力挖掘的是深埋的金矿，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是表象或谎言之下潜藏的真相。像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司法公正、环境保护、食品安全、青少年成长、战争与屠杀、事故与灾难等议题，整体来看无一不可作为调查的内容，但单独的影像作品，却是一个领域横截的切片，可以借其解剖社会的肌理，展开历史的褶皱，抵达人性的深度。

田野调查的报告，主体是被调查对象的多维描述，但也可能包含调查的缘起、准备、假设、方法、手段、工具、步骤、缺陷等，从而展现一个相对完整的调查过程，为读者留下可以追索的踪迹，借此可以衡量调查的质量与水平，评估调查的方法与结论，并为后来人继续调查布下前进的路标。一些人类学家还写作自传，把自己在田野中的参与观察悉数地呈现出来。读者可以循着他们的脚步，踏上科学考察的旅程，借他的眼睛和感官，感知一个奇异的、陌生的国度。在《忧郁的热带》中，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带领我们穿越回归线和赤道的无风带，前往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原始部落；他还停下脚步，欣赏日落和海景，并回顾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成长历程。无独有偶，在调查性纪录片中，不少的调查者不仅调查他人和事件的原委，他们还把镜头对准自己，对准整个调查过程。例如，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一片中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讲述了自己妹妹的夭亡；《海豚湾》《影片未分级》把招募调查队伍的环节都囊括其中，把他们隐秘的偷拍过程都展示出来；而《超码的我》则把身体力行的实验过程一天一天地展示出来。如此，这种“自我反映式”风格的影片，借拍摄者行走的足迹，带领我们一同前往，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与天地。

2．行政调查与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方法的比较

要摄制一部影响深远的调查性纪录片，调查者需要通过辛苦的追踪与调查，努力获得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作为民间的个人、团体和组织，调查性纪录片的调查主体大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国家机器作为强大的后盾，他们在获取资讯方面与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调查有何区别？或者，行政调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有哪些方面可以作为调查记者的借鉴？

行政调查这个概念，尽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之有不同界定，但人们普遍认可它是国家行政机关搜集并获取信息的一种程序性行政行为。“行政法上的调查是指行政主体查明案件事实、获取证据的活动。除当场做出行政行为的案件外，调查是行政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在启动行政程序之后、做出行政决定之前，依职权进行的收集资料、调取证据、查明事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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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强调的是，行政调查必须在启动行政程序之后才能实施。同时，通过行政调查搜集到的资料和证据，主要作为行政决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

行政调查必须合法，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行政调查在一定时间阶段可能限制调查对象（此处主要探讨自然人，而不是物）的自由和权利，这就要求行政调查必须依法进行，并且注意程序的公正、合法，以免缺乏规范、任意妄为的行为侵害被调查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在行政调查过程中，还要遵循一些原则如尊重和保障人权，僭越职权和超出法律规定之外的调查无效，对提供信息的线人要及时妥当地予以保护。在英美社会，明令禁止刑讯逼供；没有搜查令，司法机关也不得私闯民宅；利用违法手段获取的物证，即便可以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罪行，也不能呈堂作为法庭的物证。于此，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之下，在当事人不知情、不设防之际，不少调查记者实施的偷录偷拍行为，可能捕捉对方背弃良心、利欲熏心乃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与供述，这些违规拍摄的影像、录音，不能作为法庭的合法证据，但屡屡作为调查性纪录片中最刺激也最震撼人心的部分，通过媒介广为传播。在行政调查不能进行诱惑侦查、“钓鱼执法”的时候，很多调查记者可能伪装自己的身份，突破并潜入对方的防线与阵地，以欺骗的手段套获所谓“真实”的影像记录。因此，与行政调查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底线不同，调查记者经常危险地穿梭于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

面对国家行政机关展开的调查，调查对象可能主动配合甚至积极协助，这自然皆大欢喜；如若遇到调查对象拒绝配合乃至妨碍执法，行政调查则可依法强制性地实施调查。在调查对象拒绝调查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罚款、冻结银行账户等手段，迫其接受调查；如若发现调查对象销毁或转移重要证据，或者正在实施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形，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采取强制手段，强行进入有关场所，或者强行对其进行人身控制。因此，行政调查既包含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任意性调查”，更包括官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实施的“强制性调查”。相比而言，所有的调查记者缺乏强制的权力，不能采取“强制性调查”，他们更多地靠耐心、靠技巧、靠平时积累的关系与资源，争取“线人”提供更多、更可靠的信息，或者靠道德感召的力量从内部策反“知情人”，或者寻找时机捕捉调查对象不小心露出的破绽。也因此，在被调查对象拒绝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无计可施，无法顾及观点的平衡，留下不可弥补的缺陷与遗憾。比如原一男的《前进，永远的神军》（1987），导演跟踪拍摄“疯狂”的二战前老兵奥崎谦三——他对守口如瓶的前战友不禁拳打脚踢，逼迫他们道出当年部队吃人的真相。导演虽然没有参与打人的过程，但他身在现场，没有阻止事态的发展，从记录的影像可以推断，创作者默许了这种“强制性调查”。

毫无疑问，所有的调查都力图获取信息，取得证据，从而证明事实，寻找真相。以行政调查中的刑侦调查为例，公安与检察部门等行政机关根据合法的程序，动用各种资源，通过各种途径与手段获得证据。相关人员勘察案发现场，寻找目击证人，利用刑侦学、法医学、行为科学、犯罪心理学等各种科学技术，尽可能地搜集所有的证据，形成完整的、确凿的证据链。并且，所有的证据中，物证的价值高于目击证人的价值，而嫌犯的供词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因为当事人可能遭遇精神与肉体的刑讯逼供。或者按照福柯的说法，证据也被按照精确的算术法则进行计算，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副证、旁证、半证、充足的证据、半充足的证据等区分，而供词有着双重的“歧义性”：“尽管在司法程序中它应该成为活生生的和口头的与先期调查相辅相成的对应物，尽管它只能是被告对先期调查的应答与确认，它仍然需要有各种保证条件和正式手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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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容许嫌犯“不得自证己罪”，被告应该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在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者也在搜集、核查各种证据（但很难利用国家资源和各种科技手段，对诸如微量证据进行科学的分析）。在《华氏911》中，迈克·摩尔搜集到美国布什总统当年参军的记录复印件，以此指摘对方的涂抹遮掩行为，以及与本·拉登家族存在利益交换关系。在对待物证与供词方面，调查者偏好供词，如埃罗尔·莫里斯的《战争迷雾》（2003），就是导演对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单独采访，全片都是访谈对象一个人的“供述”；或者用交叉访谈，以证实或证伪访谈对象所说的话语；或者用影像凸显对方的身体语言，策略性地向观众暗示对方没有据实说出真情。

一俟行政机关认为搜集到充分的材料，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行政调查将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做出行政决定、采取行政措施（包括行政处罚）。在司法领域，调查完毕，将嫌犯缉拿归案，择期予以审判；或者有时根据相反的证据，释放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还其清白。对于调查记者来说，行政调查及其结果都还只是“官方说法”，应该有所警惕，保持“于不疑处生疑”的精神，质疑这“盖棺论定”的说法。因此，行政调查的终点正可能成为调查性纪录片的起点，以此作为调查的选题，监督、监测社会环境。197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生了一起射杀警察的案件，16岁的少年惯犯大卫指证并无犯罪前科的路人兰道为犯罪嫌疑人，兰道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为对这一已经坐实的案件重新展开调查，纪录片人埃罗尔·莫里斯摄制了《细细的蓝线》，以此影片为契机，坐了11年牢的兰道终于为自己讨回了清白。在“9·11”事件爆发之后，在政府的鼓动之下，美国国会很快就通过了《爱国者法案》，从而调动全美人民同仇敌忾的情绪，将矛头转向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伊拉克，迈克·摩尔并不盲从，他拍摄的《华氏911》反其道而行之，揭露了布什政府的欺骗性行为。

综上所述，行政调查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与调查对象相比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实际操作中又出现程序偏差，调查结果也就可能不足为凭。同样，调查纪录片展开的调查，没有强制的力量，只能策略地进行，因此也就异常困难，容易受到多方局限，尤其是在调查对象拒绝配合之时，调查过程就可能陷入僵局。

3．自然和历史调查与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方法的比较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这是《探索·发现》栏目始终如一追求的宗旨。探索，既探索自然，又发现历史；发现，既发现人外的大宇宙，又发现人内的小宇宙。而重新发现，是要拂去尘埃避开智障跨越局限，对既有的知识有所修正有所更新。根据约哈瑞的窗口理论，已知的领域是你知我知他知的区域，而未知的领域是你我他都不知的天地。因之，受好奇心的驱使，借科学技术的发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人类对所有领域一探究竟，以走进科学，认识生命，了解人类的历史与文化。

虽然经常名曰“揭秘”“探秘”，《探索·发现》展现的内容多是针对自然的科学知识和面向历史的人类经验，偏于阐释世界，阐释历史，阐释人生，探索、介绍、传递或基础或前沿的知识，很少掺杂政治倾向或政治观点，其目的旨在传承人类的文化。每一个个体长大成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都要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并传承文化。专业的研究人员向科学的高峰攀登，节目（影片）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来，从而达到科学教育、文化传承的目的。

无疑，纯粹关注自然、宇宙的无人世界，可以作为《探索·发现》的选题，但调查性纪录片必定与人相关，它关注的议题是人化的自然，是人本身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因此，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影响，尤其是当前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现象，人与地球生命如何和谐共处等，不少纪录片人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调查。像《垃圾围城》《人造风景》《地球公民》《海豚湾》《难以忽视的真相》等影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此外，调查性纪录片更偏重于监测人类生存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社会环境，向权力权势说“不”，质疑不公平的制度，因此带着浓郁的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它也会向专家学者求助，以阐释一些科学技术，但更多的是转向当事人、知情人，以求对一时一地信息的了解，欲将隐藏、掩盖在一定范围的信息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用公众的舆论敲响警钟，批评时政，从而推动对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在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历史、经验与教训之时，《探索·发现》与调查纪录片关注不同的时间片段，由此采取了不同的呈现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与特征。如制作与拍摄《复活的军团》，导演需要在故纸堆中寻找点滴的资料，结合发现的文物与遗迹，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演绎一个帝国、一支军队的远古的历史。但这样的调查是考古的调查，是历史知识的当代影像化、可视化再现，是人们用今天的视野、视角解读与阐释的过往的历史。因此，没有当事人留存，观众不能看到他们真实的音容笑貌，不能感知事件与历史铭刻在他们身上的印迹，只能借助遗存的文物文献，揣摩其心理，构建其历史；或用真实再现的手段，佐证专家学者讲述的研究成果，借助拍摄者的画外解说串联起一部专题的历史。

调查性纪录片与之不同，它把望向遥远的目光收回来，近取诸身，重回现场，关注当下和不远的过去，用镜头记录鲜活的现场，或者与时间竞跑，用访谈收集当事人的口述与证词；顺藤摸瓜，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释疑解惑，揭示事件对当事人持续的“回响”。调查性纪录片有时也用情景再现手法，但多为局部的再现（如《标准流程》中对虐囚的再现），或为意象化、风格化的呈现（如《细细的蓝线》中对警察被枪杀场景的多次重构）。它的意图不是去再现遥远的历史，而是趁着事物还没有被遗忘，趁着事件没有消失于地平线，重新予以关注、打量、思考和反省。其附加的功能不是传承已有的认识与成果，而是协调社会关系，在各个阶层和集团之间互通有无，在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实现真实信息的沟通和共享，并促进民主、平等、公正与社会进步。

《探索·发现》注重利用专业化的队伍和专业化的分工、高清的摄影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业化生产的模式制作精湛的节目，用生动逼真的影像语言打造一席视听的盛宴，以满足人们无穷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带给观众感官最直接的冲击与最美感的享受。在《微观世界》中，配合片头解说词的是翠绿葱郁的草原、纤毫毕现的绒毛、晶莹剔透的水滴、闪闪发光的蛛网、落英缤纷的田野；露珠蒸发、蚕蛹化蝶，延时摄影给我们展现了超越人体肉眼的“电影眼”的魅力；而先进的摄影设备像显微镜一样，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微观的世界。正如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副总裁史博恩（Bryan Smith）所说：“聘请专业的摄影师要比聘请专业化的导演更为重要，导演的专业化是要会讲故事，会针对不同的题材讲述不同的故事，有创意性。但是从山川到河流，从外太空到地下洞穴，特别是野生动物的拍摄，我们需要聘请特殊摄影师来帮助导演完成故事的构建，比如微观摄影机、水下摄影机等特殊设备的使用。”
[12]



《探索·发现》对技术的推崇在调查性纪录片中也有所体现，纪录片人也力图用清晰的、高质量的影像吸引观众，深化主题。如《海豚湾》一片，海豚在大海中自由遨游的记录段落，就呈现出一个和谐优美的世界，它与片中海豚被围猎屠戮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照，带来震撼人心的效果，从而引发人们的同情和对生命的思考。但总的来说，调查性纪录片在很多跟拍的镜头中呈现给观众的是虽然粗粝但带有质感的记录，它并不孜孜追求画面的精美，更偏向于对真相的追寻；一般也不会用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进行生产，排除了千篇一律的弊端，带着导演浓郁的个性与风格；尽管也讲述戏剧性的故事，但并不以娱乐为目标，而是借用“含泪的微笑”进行警示、监督和启蒙，带给人们心灵的震颤；有时还发出呼吁，号召人们积极参与，用实际的行动改变、革新我们周遭不够完美，甚至有些丑陋的世界。



注释


[1]
 那些街角或楼宇的监视探头，虽然把原汁原味的生活全盘记录下来，除了进行影像实验，或引为影片的片段，或被当作调查取证的材料，很少有人将之视为生动的纪实影像。


[2]
 布鲁克斯，莫昂，唐兰雷，肯尼迪．新闻写作教程［M］．褚高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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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刘北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95-196．此处，美国学者指的是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延期付酬新闻又译为延时报偿新闻，即时付酬新闻又译为即时报偿新闻。


[4]
 斯蒂芬斯．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M］．展江，万胜主，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0-11．


[5]
 戚鸣．实用新闻采访［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52．


[6]
 盖恩斯．调查性报道［M］．刘波，翁昌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


[7]
 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02．


[8]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3．


[9]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8．


[10]
 莫于川．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87．


[11]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2．


[12]
 史博恩，冷凇．用娱乐的方式教育受众——专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常务副总裁史博恩［J］．中国电视，2006（7）：27-30．


第二章　历史与演进

一、调查性报道的变迁
[*]



以文字作为载体的调查性报道源远流长，其前身是19世纪70年代的揭丑性新闻。如果将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又称扒粪运动）作为调查性报道的开端，调查性报道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程。

20世纪初，美国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生产力空前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与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以深度的剖析和犀利的言论，抨击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1903年，《麦克卢尔》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和斯坦纳德·贝克（Stannard Baker）的《工作的权利》，文章分别揭露美孚石油和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的黑幕、圣路易斯等城市的弊端，以及劳工联盟腐败的问题。1905年，《柯里尔》杂志发表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的《美国大骗局》，揭露美国药物和食品掺假问题；1906年，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发表《参议院的叛国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击众多参议员是财团的代言人。

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撰写的《屠场》是一部以芝加哥屠宰工人的悲惨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揭露出来的不卫生的肉食制作内幕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发现这里的规矩是：凡是已经腐烂得再也不能派作任何用场的肉，就拿来制成罐头，再就是剁碎制成香肠。”黑幕揭发运动的黄金时期正是西奥多·罗斯福任职美国总统时期。罗斯福总统在报人俱乐部发表演讲，把致力于揭露腐败的作家称为“扒粪者”，将其比作班扬《天路历程》中手持粪扒的人物形象：“那人手持粪扒，两眼只知朝下看；他被赠予天国王冠以替换他的粪扒，但他既不抬眼望天也无视于王冠，却继续扒地上的秽物。”因此，黑幕揭发运动也称扒粪运动，它提高了报刊的发行量，激活了公众舆论，促进了社会良知，还推动了社会立法和社会改革，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为期十余年的进步主义运动。

黑幕揭发运动为调查报道积累了经验，为新闻记者提高了声誉，它更点亮了一盏划破黑暗的航灯，激励着后世的调查记者奋勇前行。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军占领日本，成百名随军记者蜂拥前往盛大而戏剧性的投降仪式，但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只身前往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向世界发出警告”，警告核辐射的毒性与危害。

1969年11月，自由撰稿人西摩·赫什（Seymour M．Hersh）看到一家小型通讯社的电稿，报道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因涉嫌杀害东方人而遭到起诉。他据此展开调查和采访，并撰写了一篇揭露美军在越南屠杀平民的调查性报道《在美莱，我们发疯了》，从而揭开了震惊世界的“美莱村大屠杀”的内幕。这篇报道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战情绪，他们开始质疑这场“崇高的战争”，赫什也因此名声大振，获得1970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更是把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推向了顶峰。1972年6月17日詹姆斯·麦科德等五人闯入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这起最初被当作普通入室盗窃案的案件，经过调查真相逐渐水落石出，白宫里许多参与其中的人也被陆续揭发出来，并且矛头直接指向总统尼克松本人。最终，面临弹劾的尼克松于1975年8月9日宣布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合作撰写的《总统班底》一书披露了他们关于“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据此拍摄了同名故事片。由此，围绕“水门事件”的调查成就了一则新闻神话：两名处于弱势的年轻记者，用“真实”这一新闻界唯一的武器，扳倒了强权机构的最高代表美国总统，从而改变了美国历史。在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看来，它“夸大了勇敢的新闻界的敌对力量”，成为可供新闻工作者们炫耀的一种“制度性记忆”，“为揭丑提供了创新，增添了活力，增强了神秘性”，“为新闻界提供了一种宣言，一种鼓舞，一个足以证明新闻界应该享有宪法保护的理由”
[2]

 。

与大屠杀相关的调查报道还有布莱恩·图希（Brian Toohey）和玛丽安·威尔金森（Marian Wilkinson）关于“东帝汶事件”的报道。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随即展开了一场种族屠杀，使当地人口锐减20万人。两位记者披露了一系列美国官方的机密档案，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早就得知该计划，还纵容了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在1987年出版的《泄密之书》中，布莱恩和玛丽安阐述了揭露政府真实面目和真实动机的重要性：“东帝汶文件中包含的信息能让公众更加了解那些本应代表民意的政客和官员，鉴别出他们隐晦的动机、态度和行为。把这些信息从本来偷偷摸摸的状态转移到公共领域后，政府的责任感会得到加强……会有人因此名声受损，也会有人感到难堪，但只要那些想秘密控制权力的人得到节制与惩戒，那就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
[3]



在非洲，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卢旺达的大屠杀，也有记者进行了追踪报道。1988年，马克斯·迪普雷（Max Du Preez）和雅克·波夫（Jac-ques Pauw）等人创办的《自由周报》成为唯一一家反对种族隔离的阿非利堪斯语报纸。在四年中，迪普雷和波夫发表了一连串的揭秘报道，包括《种族隔离行刑队揭秘》一文，揭露了南非白人至上主义的政府利用行刑队和暗杀行动制造白色恐怖的事实。1995年，迪普雷在南非每个星期天晚上播出的电视节目《每周报道》中分析和总结每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并播放证据影片，让人们得以一窥种族隔离的罪恶和南非人民遭遇的悲惨命运。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在当地媒体的煽动下，此后三个月里，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另外还有25万～50万卢旺达女性遭到强奸。英国记者琳达·梅尔文（Linda Melvern）撰写了《被欺骗的人民：西方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一书，深入调查了大屠杀以及西方“国际社会”在种族屠杀中扮演的共谋角色，揭示了卢旺达的悲剧远非西方人心目中的种族屠杀，而是欧洲和美国的冷漠与犬儒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

进入21世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揭露战争真相、反省战争问题的调查报道成为新世纪的一大焦点。2003年3 月20日，借“9·11”事件后的反恐情绪，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纠合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对于战争借口、经济制裁、平民伤亡以及攻击医院等，调查记者乔伊·戈登（Joy Gordon）、理查特·诺顿-泰勒（Richard Norton-Tayler）、罗伯特·菲斯克（Rorbert Fisk）和乔·怀尔丁（Jo Wilding）分别撰写了《冷酷的战争：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经济制裁》《捏造的借口》《伊拉克血腥死亡中的又一天》《见证费卢杰》，揭开了层层“战争迷雾”之下令人战栗的战争真相。

在媒体安排专门记者从事调查性报道时，一个民间组织“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Inc．，缩写为IRE）于1975年在美国成立。四名记者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城相聚，成为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的奠基人，他们分别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团队成员马瑞顿·波廉（Myrta Pulliam）和哈利·别尔斯（Harley Bierce）、致力于披露同志酒吧的奥哈马市《太阳报》前主编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以及报道警察与法庭的《芝加哥论坛》的冉·柯塞尔（Ron Koziol）。IRE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个有关调查性报道的论坛，以互通有无、提供信息资源、调查报道培训、推广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标准，并保护调查记者的各项权利。1976年，调查性报道记录与编辑协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了首次会议，有300多人参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拥有3 500多名会员，建立了权威的调查报道网站和丰富的资料中心，收纳25 000多个调查报道的案例，还编辑出版调查性报道的专业期刊《IRE杂志》季刊。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一年一度的国际会议成为各国调查记者交流的舞台，该协会年度奖金为调查记者带来至高的荣誉，而出版的《调查记者手册》成为各国调查记者的行动指南和百科全书。

从《60分钟》辞职的调查记者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于1990年和1997年分别创办了非营利组织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IP）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借以聚集一些职业的调查记者，在传统媒体之外进行独立的调查性报道，且促进国际调查报道的合作。从1990年到2004年，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发表了250多篇调查性报道，出版了《美国骗局》《国会的交易》等12部调查报道著作，其中《购买总统》系列调查揭示了美国总统竞选中政治捐款的幕后交易，在美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旗下包括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调查记者，主要进行有关金钱腐败、利益冲突和跨境犯罪活动的报道。2002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了长达八万字的全球性报道《制造屠杀——战争生意》。该报告的完成历时两年半，耗资40万元，四大洲的40多名记者参与其中，对90多个军工企业进行了调查，从而揭露了政府通过战争大发横财的真相。2004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聘用25个国家的200多名人员，包括调查记者和社会学家，调查这25个国家的腐败现象、政府的透明程度、有没有调查记者遭遇迫害等，并撰写了一份35万字的报告《全球公众诚信报告》。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从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获得外泄的多达1 100万份文件，显示全球多国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都涉嫌秘密参与离岸交易。



注释


[*]
 本节主要回顾纸质媒体调查性报道，内容参考了吴东珺、唐泽的论著《解构深度——中外电视调查性报道研究》，在此表示感谢。


[2]
 舒德森．新闻的力量［M］．刘艺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50-151．


[3]
 皮尔格．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M］．牟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3．


二、电视调查性报道的演进

在媒介竞争中，调查性报道曾经是报纸抵御电视媒体的一大法宝。但随着卫星电视的普及，媒介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消息报道类的新闻节目之外，电视台或电视网也开始制作严肃而深入的新闻报道节目，电视调查性报道以货真价实的“硬新闻”迅速成为电视新闻报道领域一颗最灿烂、最耀眼的明珠。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栏目，自1968年由唐·休伊特（Don Hewitt）创办至今，可谓电视调查性报道领域最具丰碑性的电视节目。该栏目创办伊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栏目形态，只是在每周二晚间黄金时段和《CBS新闻》轮流播出。在创办后的好几年里，这档新闻节目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直到1975年，栏目进行了改版，引入了记者主持人丹·拉瑟（Dan Irvin Rather），并调整播出时间为每周日晚间7：00至8：00。从此之后，栏目的收视率和美誉度都大幅提升，成为一档制作精良、口碑上佳、获奖无数的美国乃至世界知名的电视节目。作为新闻杂志栏目，《60分钟》在为期一个小时的时长中，一般安排三个独立的新闻深度报道和一个新闻评论版块。每个深度报道都有专门的出镜记者在演播室做简短述评，除丹·拉瑟外，还有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莫利·塞弗（Morley Safer）、莱丝莉·斯塔尔（Lesley Stahl）和埃德·布莱德利（Ed Bradley）等，他们都曾是栏目旗下的名牌记者。节目“通过记者的调查，揭露某一社会集团或组织企图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隐私”。曾来华访问的资深编辑哈瑞·莫赛斯（Harry Moses）在《60分钟》从业30多年，制作了70多部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品。在《伊拉克事件法庭的审判》（由《60分钟Ⅱ》播出）一片中，他率先披露了美军在伊拉克监狱的虐囚丑闻，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在他看来，“《60分钟》的灯光犹如一盏强大的照明灯，投向无数黑暗的角落——如果有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从事某种勾当，我们就会把灯光打开”
[1]

 。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PBS）的《前线》栏目创建于1983年。作为一家管理公共电台、电视台的联合机构，PBS是美国唯一一家既不向观众收费又不在节目当中插播广告的电视网，其运营资金有三分之一来自观众捐款和私人馈赠，其他部分来自附属电视台购买节目支付的版税、商业公司的赞助，只有10%来自政府拨款，因此可以不受政府、广告商的控制与影响。与此相同，《前线》栏目很少受到来自权力和财团的限制，编导拥有较大的创作自由。栏目时长60分钟，没有固定的编导和记者，而是聘用独立的调查人，因此可以制作和播放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节目。在栏目创办当年，《前线》栏目就与英国同行制作了一期节目《公主之死》，用“真实再现”的手法，反映了1977年沙特阿拉伯处死与情人私奔的公主一案，对当时的背景、公主的死因、维护古法处以极刑的丑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节目播放前，沙特政府发出抗议，且与英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前线》没有迫于压力而撤销报道。2003年，《前线》和《纽约时报》、加拿大广播电视公司合作制作了节目《危险的工厂》，披露一家从事水管生产的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顾员工死活，进行不人道的剥削与奴役的故事。《纽约时报》因此荣膺2004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而《前线》则获得2003年美国电视最高奖皮博迪奖。

1953年，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创办了《全景》栏目，自播出第一期节目的60多年来，《全景》提供大量的深度报道，成为世界上连续播出时间最长的时事电视节目，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一档报道公共事务的电视节目。栏目最初每年生产32期节目，每期45分钟，关注国际性选题。正如栏目片头那个不断旋转的地球，《全景》放眼全球，是一扇“通向世界的电视窗口”。栏目注重调查性报道舆论监督权力的使用：“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审慎地考虑对权力的利用和滥用的问题，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栏目的执行制片人安迪·贝尔（Andy Bell）认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民主改革的国家，公民有权利来利用媒体争取民主，他们有分析和知晓这些信息的权利，他们要知道事实的真相。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选择并获得这些信息，但是我们电视台应该尽最大努力，为那些要知道的人提供信息。”
[2]

 近年一则轰动全球的报道来自节目《奥运申办内幕》。经过精心策划，《全景》记者装扮成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商人，用隐藏的摄影机秘密拍摄下国际奥委会委员收取贿赂的腐败现象。其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如《被忽视的孩子》，对消费品的调查如《药品的秘密》和《注水鸡肉》，对赛马场上内幕的披露如《赛马中的腐败》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63年，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创办《世界在行动》栏目（WIA），以每周一次的频率播出时事性系列纪录片。从1967年开始，栏目开始制作调查性节目。1970年，栏目曝光了“鲍尔森地方政府腐败丑闻，揭露了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大屠杀、英国石棉行业工人的疾病、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与阿根廷打仗时还向该国出口武器的行为、爱尔兰牛肉加工行业的腐败、使监狱里的年轻人受到约束的压制政策，以及臭名昭著的司法错误事件——伯明翰6号（Fitzwalter，1998）”
[3]

 。栏目从平面媒体招募成员，组成一个持有自由观点的学术研究团体，经常发表针对政府和企业的批评报道。像核动力安全状况、英国皇室及其纳税问题、孟山都公司药品业务、英国为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专制政府秘密提供武器、德贝尔斯公司经营的“战时生意”、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传递给德国“元首”情报，等等，《世界在行动》栏目都进行了开拓性、创造性的调查报道，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影响了英国的公众生活。

此外，在澳洲和亚洲，一些电视调查报道也在持续产生影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于1961年创办了《四个角落》栏目，进行了大量有关腐败、犯罪、公司丑闻等方面的报道，一些政府官员为此被解职或者受到法律制裁。近些年来，栏目又把报道重点转向人权、澳洲土著、公共卫生、安全及难民等领域。在韩国，韩国放送公社（KBS）于1983年创办《跟踪调查60分钟》。在日本，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的纪录片对历史和当前一些重要的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过，有资料显示，相对于其他大洲，亚洲的调查性报道缺少适宜生长的土壤。“没有调查性报道网络、没有调查记者年度会议、没有支持调查报道的基金组织。全球调查记者网的107个会员组织中，只有五个来自亚洲。另外，亚洲的调查报道环境十分恶劣，从菲律宾到巴基斯坦，每年都有调查记者为报道真相而殒命。当然，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调查性报道培训的不足以及相关法律保护制度的缺失，也是当前亚洲调查性报道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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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明羽，展江．亚洲的调查性报道：使命、方法与未来——来自首届亚洲调查记者大会的信息［J］．新闻记者：2015（5）：43-51．


三、西方调查性纪录片的成长

根据相关记载，电影的诞生与一场“赌博”相关：马奔跑的时候，蹄子是否同时离地？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摄影师爱德华·幕布里奇在跑道上等距离地放置24台摄影机，拍摄下24个瞬间。从一开始，摄影师就借助比人眼更灵敏的“电影眼睛”（此处借用维尔托夫创造的术语），发现表象之后的真相。也就是说，那些空间上过于庞大的或者过于纤细的事物，那些在时间上转瞬即逝或缓慢无比的事件，超出了人体感官的知觉，但人们可以借助工具和机器，展开深入的调查，并详细而完整地记录调查的结果。

电影发轫之初，电影人就以探索的精神，尝试用摄影机记录周遭的世界。摄影机上天入地，摄影师的目光也从遥远的天边收回到门前的石头上来。探索过异国情调如《北方纳努克》，检视过现代工业的发展如《顿巴斯交响曲》，尝试过艺术的表达如《机器舞蹈》，一些纪录片人更集中聚焦真实的现实的生活，并且这些日常的生活已经不再只是浮光掠影的再现，如《火车进站》《工厂大门》，而是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的入木三分的记录，且饱蘸着拍摄者充沛的情感，充盈着纪录片人深入的思考。

拍摄于1935年的《住房问题》是英国纪录片运动时期的作品，可说是调查性纪录片的雏形。格里尔逊以除旧布新来说服煤气灯和焦炭公司出资拍摄《住房问题》，从工人的观点发出抗议与要求紧急改革的呼声。在这部影片中，贫民区的居民作为代言人出了场，取代了此前纪录片中惯用的评论员和解说员，“由他们直接对着摄影机讲话，做向导，观看老鼠横行的厨房、没有暖气设备的居室以及行将倒塌的走廊。恐怖和幽默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感人的效果”
[1]

 。那位讲述与老鼠英勇搏斗的妇女不是电影工作者，而是真正的居民的代表，她在镜头前的表现可谓非职业演员在采访者面前最早的预演。《住房问题》揭露的问题触目惊心，但影片却像苏联影片《盐》一样，曲终而奏雅，棚户环境得到改造，生活仍然美好而充满希望。影片因此缺乏深刻的社会分析，它反映了格里尔逊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局限，也预示了电影这一耗费资金、需要寻求投资的媒介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付出的代价。

同时，引入代言人，是把发声的权利交给最普通的人，这一创举本来蕴含着无限的潜能与生机，但在广泛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笨重的摄影与录音设备拖了电影人的后腿。当时，在摄影棚还可以实现同期声的录制，要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捕捉现实，采录同期声几乎不可能。像《住房问题》片中先锋的实验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开拓，反而退缩到利用评论员或解说员那千篇一腔的惯性轨道，画外的解说像“上帝之声”发言，无所不知地传达着影片的观点和论旨。解说统辖了画面，“形象化的政论”自然而然容易沦为政党、国家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一时之间，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专制，都可以借助这一媒介的武器，利用这一宣讲的论坛，进行正面的宣传或反动的蛊惑，以期影响甚至操纵对信息、对真相难以全面感知的人们。

《住房问题》一片对社会议题的介入调查进行了原创性的探索与尝试，但早期电影的拍摄以及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发展，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美学观念的束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收录同期声这一技术，一直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德鲁小组进行成功的实验，才可以搜集当事人或关键证人的“证词”。也就是说，调查性纪录片的真正兴起是伴随着“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的出现而逐渐破土成长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猪年》（1968）、《悲哀与怜悯》（1969）、《水俣病患者的世界》（1971）等影片拍摄出来，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影片体现出调查性纪录片的一些重要的质素：纪录片人不为政府当局的宣传所左右，开始独立地思考，对越战或其他战争进行了反思，如《和巴什拉跳华尔兹》（2008）；他们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更是跟踪调查当前隐匿性的社会事件，力图发掘表象背后的真相，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发出关乎生存与尊严的呼声，如《生于妓院》（2004）、《医疗内幕》（2007）；或者，有着历史反省意识的编导并不盲信过去的官方的历史，而是借助幸存者、当事人的“现身说法”，重建被遮蔽被遗忘、被歪曲、被文饰的历史，如《前进，永远的神军》（1988）、《陌生人的怀抱》（2000）、《活着为了证明》（2002）。

自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拍摄震撼人心的《夜与雾》，聚焦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始，电影界包括纪录片界一直都在用影像思索残暴的种族屠杀。而20世纪下半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也激发一些有着良知的纪录片人向历史发出追问，对现实进行干预，他们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当下的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据理力争，以挽救屠刀下的无辜的人民，以抚慰强权下惨死的冤魂。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于1985年播映的《浩劫》长达11个小时，影片没有采用一帧历史镜头，而是拍摄了屠戮犹太人现场的各种遗址，且跟踪采访了众多的大屠杀幸存者、参与者、主持者和旁观者，从而构建起一部让时间说话、让地点说话的杰作。

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既是一位战地记者，又是一名电影人，曾两度获评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皮尔格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最令人瞩目的报道发自柬埔寨和越南。1979年夏天，皮尔格进入柬埔寨，他用笔和摄影机记录了红色高棉在黑暗年代犯下的恶贯满盈的罪行。随着1979年9月12日皮尔格在《每日镜报》上发表第一篇报道开始，纪录片《零年：柬埔寨沉默的死亡》也在电视上得以播放，红色高棉的罪恶行径才逐步大白于天下。2003年，柬埔寨纪录片导演潘礼德以当年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访问了首都金边附近的“毒树丘”监狱（简称S-21，当时有17 000多人在此被杀。现为大屠杀展览馆）。在影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当年的两位犯人和守卫讲述了那时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情景。

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新近成立的军政府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清共”和“排杀华人”运动，这就是其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清共”持续了三年之久，多达100多万人被杀。2012年，美国纪录片人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采访并邀约当年的刽子手，用“真实再现”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当年的暴行。这部反映“九三○事件”的《杀戮演绎》（又译《我是杀人魔王》）一片，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在非洲的卢旺达，激进的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展开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在大屠杀发生十周年的2004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前线》栏目播放纪录片《卢旺达的鬼魂》，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美国使馆人员以及联合国维和部队将军等人的采访，再现了这一悲惨的事件。

聚焦屠杀与战争（如《战争迷雾》和《华氏911》）之外，一些纪录片人关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在“官方说话”之后展开了独立自主的调查。《谁杀死了陈果仁》（1987）是华人导演崔明慧的作品，影片聚焦一桩杀人事件，深挖背后的种族歧视。《细细的蓝线》（1988）则是埃罗尔·莫里斯的作品，影片调查一个为法院审判服刑的人员，试图通过访谈和风格化的“情景再现”，发掘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艾琳：一个杀手的生与死》（2003）、《抓捕弗雷德曼父子》（2003）与《远离罪恶》（又译《大急救》，2006），或者跟拍社会热点事件，深挖犯罪背后的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或者顺藤摸瓜，借用家庭影像，重现一个娈童案件的发生和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或者于不疑处生疑，对控制严密而藏污纳垢的教会及其制度进行深入的解剖。

一些纪录片人关注社会热点，如科伦拜恩中学的杀人事件发生之后，迈克·摩尔拍摄了《科伦拜恩的保龄》（2002），探讨美国社会的黑枪文化。纪录片人阿里克斯·基尼（Alex Gibney）的《驶向阴霾的出租》（又译《开往暗处的的士》，2008），聚焦一个无辜的司机在阿富汗被美军折磨致死的案件，揭示了在高层默许下温和的士兵一步步变成了虐待囚犯的凶残野兽的过程，从而披露了美军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而埃罗尔·莫里斯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曝光之后，拍摄了《标准流程》（2007），影片对一组美军进行跟踪采访，试图告诉人们虐囚绝不仅仅是美军中小部分有道德缺陷者的过激行为，而是美国情报人员审讯囚犯时的“标准流程”。

在追踪社会热点之外，一些纪录片人更能够以陌生化的视角平中见奇，在平静的生活下面发现暗藏的潜流，在和谐的世界背后洞见积蓄的矛盾。关注食品的影片就有《超码的我》（2004）、《食品公司》（2008）、《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2008）等调查性纪录片，它们就“民以食为天”这个话题，对食物卫生、饮食习惯等方面展开调查。关注环境和生态的影片则有《地球公民》（2005）、《灰熊人》（2005）、《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海豚湾》（2009）等影片，它们倡导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呼吁天人合一，希望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

总的来说，西方调查性纪录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主要聚焦人类战争、种族屠杀、冤屈案件、生态环境等主题，这一发展势头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成效，在2000年至2010年间更是成绩斐然，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脱颖而出，就社会热点、日常生活和历史记忆方面展开纪录影像的调查，并借助调查性纪录片这种媒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纪录片人，如迈克·摩尔、埃罗尔·莫里斯、摩根·斯普尔洛克（Morgan Spurlock）、约翰·皮尔格等，在实际的调查行动与影片的摄制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语言与风格。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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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调查性纪录片的萌芽


（一）作为本研究背景的中国调查性报道


在中国，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一些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开始从事现场采访，挖掘事件背后的故事。有学者认为，《申报》对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对日军侵台事件的报道，预示着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萌芽。“总的来看，《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体现了调查性报道的揭示性、独立性、艰危性、科学性和显著性等特点，完全可以被看作一则早期的调查性报道。”
[1]

 针对1910年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大公报》对事件发生、处理过程及最终结局进行了逐层深入的追踪报道。民国成立之后，黄远生、邵飘萍等记者尝试进行调查报道。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就安排记者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以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1947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命查明》，以报道孔祥熙、宋子文假借“孚中”和“扬子”两家公司的名义贷款牟利。

1949年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媒体多为新政权、新政策做阐释，唱赞歌，偶有批评性报道，以暴露和揭丑为特征的调查性报道变得凤毛麟角，几无立足之地。一些有着纪实色彩的报告文学如《在桥梁工地上》和小说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被打成“毒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想都发生了变化，调查性报道这才重新焕发生机。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刊发了《“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一文，开始披露“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在一个月内，共发表20多篇消息、通讯和6篇评论，报道深入调查事故原因，揭露事故真相，锋芒直指相关部门与领导的渎职行为，批评把“坏事当作好事办”的官僚主义。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敢于向特权挑战——记北京市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一文，批评一位部级官员以工作为名，到饭庄大吃大喝的特权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一些报纸开设调查性报道的专栏，如《人民日报》设置《调查汇报》和《信访调查》专栏，《中国青年报》设置《调查报告》专栏，一批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专题的调查性报道应运而生。198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系列报道，关注大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1987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报道打破“小灾小凯歌，大灾大胜利”的报道框架，揭露“在大火映衬之下”的“马大哈”和官僚主义。同年，《经济日报》发表《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围绕租赁经营积极推动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为深化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与此同时，一些较大规模的调查性报道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纷纷登场。其中，有钱钢调查1976年唐山大地震惨状和内幕的《唐山大地震》，有徐刚揭露由于人为破坏而导致生态失衡的《伐木者，醒来！》等。在《唐山大地震》中，钱钢直接呈现他的采访，或传递大自然的警告，或记录目击者的说法，或表现幸存者的记忆。这些报告文学就当前的问题或历史的创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20世纪90年代，经过短暂沉寂，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得到蓬勃发展。199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围绕打击假冒伪劣开展活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各种媒介竞相发表关于产品质量的报道。活动培养了一批调查记者，揭露了不少制假售假案件，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95年年初，《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创刊以来，之后多篇报道曾引起重大社会反响，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1997年，《大河文化报》对郑州某公安局政委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逃逸案进行了深入调查和跟踪报道。该案突破了当时有关公检法干警违法犯罪行为在结案前不得报道的禁区，为都市报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也引发了有关“媒介审判”的争议。1998年，《新快报》记者曾华锋发表《经理摧残卖花女局长庭上壁上观》，对韶关卖花少女遭遇强奸一事予以披露，使之成为引人瞩目的要闻大案。2000年，由胡舒立担任主编的《财经》杂志刊发了《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否定，引发资本市场的一次大地震。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采写《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此篇报道引发全国关注，并最终导致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4年，北京《新京报》刊发了记者罗昌平采写的报道《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对湖南嘉禾当地政府的“株连式拆迁”发出诘问。2006年，《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陈芳的《审计上海社保黑幕》，从已知事实探求更深层的黑幕，调查上海社保案件背后的玄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三聚氰胺问题波及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其导火索源于《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采写的报道《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

除了纸媒报刊，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介也开始进行调查性报道，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利用了录音和录像等技术手段获得的确凿证据，借助了声音与影像丰富的视听语言，因而卓有成效。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进入21世纪，特别是社交媒体出现以后，调查记者更利用网络开展调查和传播资讯，网络反腐一时间如火如荼。2012年11月，一篇名为《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新浪微博认证用户、曾经做过《洛阳性奴》系列报道的调查记者纪许光实名进行的举报引发全国普遍关注。在网络披露三天之内，重庆官方确认雷政富就是不雅视频的“男主角”，最终免去其职务，对其展开立案调查。

《新闻纵横》创办于1994年10月1日，栏目力争“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和相关利益方，以接近事件核心与真相。节目充分发挥广播媒介以声取胜、先声夺人的优势，运用了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现场音响，放送个性化的声音，以声情并茂地梳理和报道新闻事件。栏目创办不久，就连续四天播出了《令人却步的北京“一日五游”》，对北京旅游市场中的不规范现象进行了隐性采访和揭露报道。同年12月，在一则《姑娘，何处是你家？》的报道中，被拐卖姑娘的心声牵动人心，引起了社会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栏目在正面宣传、消息报道之外，积极开展批评性报道，揭开社会黑幕。像《张斌之死》《房屋租赁中介的六大黑幕》《假药流进北京城》《紧急电报：安陆发现假种子》等报道，均以记者深入细致的调查、客观公正的报道、严谨犀利的批评见长，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1日，是一档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其开播之初就确定“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作为选题原则，“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是其节目定位，要“多报道少评论”，强调“让事实说话”，“即记者的所有结论必须有节目中事实的支持，这就要求记者不能道听途说，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到事实发生的现场去亲自调查”
[2]

 。该栏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栏目之一，多次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所播节目如《沉重的棉花》《“罚”要依法》《巨额粮款化为水》《吉烟现象》《铲苗种烟违法伤农》《河道里建起商品楼》《粮食“满仓”的真相》等，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予以曝光，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新闻调查》于1996年5月17日开播，每周一期，每期时长45分钟，是中央电视台一档深度调查类节目。该栏目创办之初，确定其形态是“要做中国的《60分钟》”。揭露村干部腐败的样片《西古村纪事》播出遭遇挫折，《新闻调查》也因此在探索中走了一段弯路。2000年，在“探寻事实真相”节目理念的指引下，该栏目对许多社会事件和问题进行了公开报道，披露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内幕，探寻被陈旧观念和集体意识遮蔽的真相，始终把调查性报道作为节目追求目标和核心竞争力。该栏目原制片人张洁曾这样介绍经验和表达愿望：“深度意味着现场的抵达，深度意味着追问的深入，深度意味着证据的确凿……我希望在现有的体制下面，通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韧性、我们专业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成熟，做出一期又一期推动社会进步的片子。”
[3]

 栏目开播以来，播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调查性报道，如《淮河水》《温岭黑帮真相》《透视运城渗灌工程》《眼球丢失的背后》《藏羚羊之死》《死亡名单》《阿文的噩梦》《派出所的坠楼事件》等，一批出镜记者如王利芬、王志、长江、董倩、杨春等也伴随栏目制作得以成长。

《每周质量报告》创办于2003年5月，始终致力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的调查报道，以打假除劣扶优、推动质量进步为第一诉求，是我国电视新闻界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旗帜性节目，成为国务院有关部门通过中央电视台向社会公布产品质量、市场行为调查结果的重要渠道。节目以消费者为核心收视人群，在关注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关注人的生存质量、服务质量、消费环境质量和经营环境质量，以“共同打造有质量的生活”。栏目对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建材、生活用品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曝光，如“3·15”特别节目《“健美猪”真相》对河南孟州等地违规使用禁药“瘦肉精”养猪，“双汇”品牌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生猪事宜予以披露；而《胶囊里的秘密》专题节目对浙江新昌部分胶囊生产厂家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胶囊的内幕进行调查。“你所看到的，是你想不到的；你质疑的，是我们要求证的。”多年以来，该栏目以此为宗旨，以质疑的精神和科学的求证守望着环境，服务着社会。

如上，在社会民主与开放、新闻自由与规制、媒介生存与市场、受众素养培育与提升等方面，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为中国调查性纪录片设置了背景，是重要的参照。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中国调查性报道取得的成就，激励着纪录片人用特有的媒介与语言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以及开拓出来的话语空间，为中国调查性纪录片准备了条件；中国调查性报道遭遇的困境，中国调查性纪录片同样难以跨越；而调查性纪录片创作所需要的物质准备、经济条件，以及美学观念，也都影响并限制着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


（二）中国调查性纪录片的现状


1949年之后，中国的纪录片很长时间以来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政府主持的调查，只有国家媒体宣传的口径。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具有独立思想的纪录片人，开始反思历史，直面现实，对社会热点议题进行不懈的追问，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与环境展开了身体力行的行动。

在历史题材方面，有的纪录片人反思过去走过的弯路，希望总结历史的教训，以便知往鉴来。2006年曾经在武汉电视台公开播映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则突破“多难兴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固定思维，发掘出一段令人讶异的前尘旧事，并由此探寻一个社会的应急机制。影片中揭示，本来可以拯救万民的一次地震预警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而这段湮没的历史更是留给观众无尽的思考。

2010年，原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利用自己多年在媒体工作创下的声望和积累的社会资源，摄制了纪录长片《我的抗战》。“他的团队在制作该片的过程中共采访了3 500余位亲历战争的老人，拍摄超过300万分钟的素材，这其中不少老人已先后离世，90%的人可能是毕生首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
[4]

 这套影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借助动画表现手段，制作出非官方的抗战的历史。

综上所述，与西方调查性纪录片近20年来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相比，中国调查性纪录片还刚刚萌芽，不仅创作的作品不多，产生的效果也还相当有限。原因有很多，如批评性意见缺乏生长的土壤与环境，开展独立的调查也就非常艰难。体制之内的媒体人员感知着政治气候，权衡着各方利益，在主题、思想的开掘难免大打折扣；一个媒体机构生产、传播调查性纪录片的数量和频率，也就还有市场、观众之外的因素的考虑。体制之外的独立纪录片人虽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怀揣公平公正的人文精神与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但时常缺乏资金的支持和安全的保障，付出心血创作的纪录片有时得不到正式而合法的传播。因此，在当代中国，以个案形式存在的调查性纪录片犹如一株嫩苗，在民间艰难生长。



注释


[1]
 段勃．调查性报道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8．


[2]
 袁正明，王旭东．《焦点访谈》的发展概况［M］／／郭镇之，赵丽芳．聚焦《焦点访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3]
 张洁．十年，我们坚守什么？［M］／／《新闻调查》栏目组．“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6：35．


[4]
 人民网．《我的抗战》网络首播反响好崔永元新作感动网友［R／OL］．（2010- 09- 14）［2018- 01- 06］．http：／／tv．sohu．com／20100914／n274930159．shtml．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框架

调查性纪录片这一新近出现的纪录片类型，虽然还没有最终定型，但它呈现出来的信息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于此，在简述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之后，笔者尝试用各种相关理论阐释和理解这一事物，从调查对象入手，到调查主体，再到调查结论和调查效用，扫描调查性纪录片生产与传播的整个过程。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一）隐性知识


作为一种媒介，调查性纪录片也是在传播信息。调查记者努力发掘、最终在影片呈现的内容，也就具有信息一般的特征。20世纪40年代，信息理论的奠基人香农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的东西。”自然，信息不会自动地为大众所知晓所掌握，促进信息畅通地流动、传播与交换，调查记者是一批主动的行为主体。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团体的人群，在和外部世界的交换过程中，如果存在障碍，信息就不可能自由、完整、准确、对等地进行交换。于此，为了实现信息的共享，调查记者需要通过自己卓绝的工作，跨越一些自然的、人为的障碍。

这些障碍，与知识信息的类别、属性相关，也和人类社会的分工、结构相连。在《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一文中，经济学家哈耶克富有创见性地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知识，它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文化传承与文化普及；一种是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属于个体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在他看来，知识分散，个人的感官体验是获得知识的物质基础，感官所处特定的时空带来熟悉相关知识的优越性，而感官限定在一定时空又决定了对外部知识掌握的局限性。按照哈耶克知识分散的理论，每个个体掌握着特定的知识，会使该个体在某一时刻比他人更具优势，使之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关键人物。调查性纪录片有时需要讲述一些专门的科学知识，比如在对塑料的危害展开调查之前，用动画演示塑料的生产、加工以及形成污染的原理（参见《塑料成瘾》）。但调查记者的目的不是去陈述和传递科学知识，而是要找到关键人物，将那些一时一地的知识发掘出来。

对于知识的分类，英国科学哲学家波兰尼将个人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人类知识有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地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通常被人们描述为知识的东西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知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知识，比如我们正在做某事所具有的知识。假如我们将前者称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将后者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那么，就可以说，我们总是默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显性知识是正确的。”
[1]

 显性知识者是可以言说、能够明言的知识，通常是有形的，也容易被学习掌握；默会知识（或称隐性知识）是含蓄内敛的知识，它不言而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难用语言表达和交流。两者相较，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庞大，更基础，也更重要，这种隐性的知识与直觉、灵感有关，是一种整体的感知力和理解力，是一种正面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借用“隐性知识”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指称事物背后的知识。那些行业或系统内部流转的知识，它为内部人员所掌握、所意会，但“不足为外人道”，包括专门专业的知识，更包括秘密运作其间的潜在的规则。一些行情、一些潜规则、一些专业领域内部盛行但外部无由知晓的秘密，可能维护着少数人的利益但损害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将其公布于众，将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或者，在相对封闭的特定地域、领域或组织、国家中，某个阶层或阶级持续凌驾、盘剥另一阶层或阶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的这些被严格控制流通的内部信息，也是调查记者深感兴趣、着重关注并努力揭开的隐性知识。于此，调查记者尝试打入堡垒的内部，或者撕开一条裂缝，以获取这些潜在的隐性的知识。在《标准流程》一片中，在关押和审讯被指控的“恐怖分子”时，美军军方人员可以按照内部标准的作业程序，对囚犯实施各种刑讯逼供。在《医疗内幕》一片里，一些资深的大夫为保险公司所聘请，他们的职责就是尽可能找出投保人近五年身体健康状况的瑕疵，以拒绝和否定支付保险的费用。而在纪录影片《杀戮演绎》中，那个为军事独裁效力的出版人坦白，自己参与搜集情报，并纠集一帮流氓地痞做打手，杀害“共产分子”：“我不需要亲自动手，我使个眼神，他们就死了。”


（二）信息不对称


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在信息传递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因为一时一地的特殊背景产生特殊的知识，因为一些潜藏的隐性信息只在局内人之间流转，信息不对称现象自然而然就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与否认的现象。在政治、经济领域，交换和交易的双方各自拥有的信息量并不均等，有的多有的少，有一些成员甚至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这种对信息了解、掌握的差异，会导致不等值的效果：信息掌握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优势有利的地位；而信息相对贫乏的人员，则时常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与之类似，在传播学中，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真实的信息被无端怀疑，得不到积极的反馈，而虚假的谣言却能够大行其道，甚嚣尘上。

工业化的生产隔绝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商品在流通，但商品背后的真实信息却被生产厂家有意识地予以掩盖，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这就是纪录影片《食品公司》《地球公民》《我们每日的面包》《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等影片关注的议题。信息不对称，利益集团才能用虚假的广告混淆视听。只有跟踪食物的来源，关注并平等地对待地球上的生命，我们才能发现被延长的流通链条阻断的真相：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只是假象，各种食品的主要成分都是玉米、大豆；动物宰杀过程并不“仁慈”，动物训练的主要手段不是奖励而是惩罚。同样，在政治、权力运作的领域，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信息传播的不对称。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从信息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入手，分析大众传播媒介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和信息流动的方向，倡议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大众传播媒介的基础设施，以改善媒介生产与传播的环境，打破信息流动的不对称、不均衡状况。然而30年后的1994年，卢旺达发生残酷的种族大屠杀，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罗密欧·达赖尔将军接受采访时仍然反省说：“我们只有非常少、非常少的信息，和卢旺达的背景知识，它的历史、它的文化……我们都非常盲目。”（参见影片《卢旺达的鬼魂》）


（三）约哈瑞窗口


信息不对称，描述的是人际传播与经济交易中传受、买卖双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等。1955年，美国心理学者约瑟夫·卢夫特（Joseph Luft）和哈瑞·英汉姆（Harry Ingham）提出了分析人际关系的“约哈瑞窗口”（Johari Window）理论（见图3-1），该理论用四个方格的矩阵模型显示“我—他人”之间信息交互流动的状况。

[image: picture]


图3-1　约哈瑞窗口示意图

如图3-1所示，左上方格为“开放区”，传播双方均认为可以公开的信息都集中于此（我知你也知）。该区域的大小、内容随着关系的亲疏发生变化。右上方格为“盲区”，传播双方中的“我”不知道对方对“我”的评价信息均集中于此（你知我不知）。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但他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右下方格为“未知区”，传播双方都不清楚的信息集中于此（你我均不知）。在此方格中，充满着尚未开发出来的信息或潜能。左下方格为“隐藏区”，传播双方的“我”认为不能公开的纯私人信息集中于此（我知你不知）。除了隐私，该区域还包括不愿意暴露的“我”的弱点等信息。约哈瑞窗口展示的是个人信息在人际传播中的状况，以及个人对其信息知晓的状况。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当前“我—你”的人际关系，借以促进人际的交流，改善双方的关系。

借用约哈瑞窗口理论，我们可以概括很多调查性纪录片的调查记者所做的工作：调查记者利用预先广泛搜集的资料，包括向众多当事人、知情人了解情况，获得“我知但你不知”的信息，这样，以采访对象（此处专指人）的“盲区”——调查记者的“隐藏区”——作为突破口，在调查中利用采访对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息自我披露，打开他／她的“隐藏区”，缩小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未知区”，扩大调查者、调查对象乃至更多民众的“开放区”。这里，调查对象“隐藏区”隐藏的不仅仅是个体的隐私、家族的秘密等私人领域的信息，还包括个体掌握着的有关社会事件或公共事务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调查记者揭开真相的线索，甚至就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被遮蔽的真相。

“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
[2]

 《新闻调查》原负责人之一梁建增如是解析遮蔽真相的各种因素。是的，调查记者以自己独立的调查，深入了解和掌握被隐藏的相关信息，并通过媒介使信息透明化、公开化，做到“你知我知大家知”，最终让更多的人均等地获知信息。



注释


[1]
 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M］．王靖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1．


[2]
 李广森，贾国勇．揭露真相，他们在行动［J］．检察风云，2005（15）：4-7．


二、知识沟理论

信息不对称揭示了人际信息的不平等，约哈瑞窗口则为人际交往、信息流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与方向。而信息传播并不局限于人际的传播，在大众传播无孔不入、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因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兴趣动机的不同，信息获取、传播、接受、反馈的效果并不等同，由此，知识沟参与并构建了信息流通的效果差异。


（一）“知识沟假说”的提出


“知识沟假说”最早由明尼苏达大学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三人研究小组（后称“明尼苏达小组”）提出。在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的论文中，作者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加，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1]

 在他们看来，随着大众传播信息量的增加，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都相应得到了提升，但是文化水平高、经济地位好的群体获取知识的速度更快，最终将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因而形成“剪刀差”，产生老沟未及填平、新沟又不断出现的两极分化。明尼苏达小组探讨背后的原因，认为信息接受者的传播能力、背景知识、社会资源、接受能力和理解程度，乃至印刷媒介本身的特点都促成了知识沟的扩大。

沿着知识沟假说提出的方向，后来的研究者继续深入探讨，通过实验和例证不断对知识沟概念进行解释佐证，或予以质疑，或提出补充、修正和改进。盖那瓦和柏林伯格在1981年经过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及其相关变量不是造成知识沟的唯一因素，而与己相关、于己有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方面的信息，由于它直接关系个体的个人利益和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利益，才是受众兴趣所在。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受众对事物的兴趣总量的大小，将决定一个人对其了解程度的深浅。但格里芬等在对能源议题以及饮食与癌症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动机与兴趣也不能确保人们探索的动力，而兴趣、动机和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各种因素相辅相成，才共同影响了人们的知识水平。潘和麦克劳德认为，研究个人获知知识的方法与途径，不能局限于个体的微观层次，而应该同时关注宏观的社会层次，研究信息控制与社会结构、权力等级的关系。而学者韦尔则仿效马斯洛的需求等级，提出信息寻求等级图，为信息划分不同的层次。在他看来，只有一个层次的信息获得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致力于更高等级的需求。只有当人们接触到的信息与自己所处的需求等级发生错位、显得无关紧要之时，这才容易产生知识沟。

从理论上讲，技术的发展、媒介的普及为各阶层提供了充分接触信息的机会，知识可以相对均等地流向社会各个层面，因此能够促进知识平民化和社会民主化。但知识沟假说为这一理想的乌托邦提出了相反的命题。知识沟假说认为，因为背景知识、社会资源、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有别，不同接受者获取知识的速度迥然有异，单位时间内获取的总量也各自不同，而所获知识的质量、密度、真假，乃至信息类别也有较大的差异。不是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在单独地决定着个体接受知识的效率，而是包括兴趣和动机，包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包括性别种族和居住区域在内的各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共同影响信息的传播、创新的扩散和知识的普及。

在明尼苏达小组那里，有关公共事务、科技新闻的接受与传播构成考察知识沟的“试剂”，比如登陆月球和总统选举辩论，其他信息如娱乐信息、体育信息的传播，知识沟并无扩大的趋势；相反，通过电视这种人人均可接触、运用的媒介，话题和知识在社会各个层面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知识沟反倒有缩小的苗头。而调查性纪录片散播的信息，多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调查记者努力发掘的多是公共议题，尤其关注公共政治议题。同时，对于那些浅表的事实，普通的新闻报道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能够快速地传播与普及，做到人所周知；但是新闻背后的故事，存在着部分人知而大众不能知晓的知识沟，这种知识沟只有专门的人员通过深入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最大范围内公开，才有望缩小和弥合。


（二）知识沟假说的修正


知识沟假说提出之后，不断有人在为其证实，为其证伪，或者沿着这一思路对其不断修正。比如，动机和兴趣因素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信息接受的质量，影响着所获知识的关联程度，并进而导致不同受众认知、态度的差异，以及被动接受与主动寻求的行为差异。与普通民众相比，无论是调查记者个体还是群体，当不断发掘被掩盖、被忽略的信息成为其职业目标，成为其主要的兴趣与动机时，高强度的参与意识使其所获信息和知识的关联度大为提高。他们了解的知识与信息越丰富，越全面，越彼此相关，越能借助已有的知识储备对新近接受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越能在质疑中甄别是非鉴定真伪，提高信息接受的水平与效率，以至于能够通过排列组合，洗去铅尘，生产出高质量、高纯度的信息。

知识沟假说最早考察的是受众的媒介素养，识字能力与专业知识成为人们接受、利用印刷媒介的一道门槛，教育水平带来人们认知的差异。当技术更新电视普及时，电视似乎可以成为人人均可利用的媒介，具有平衡知识、弥合鸿沟的巨大潜力。如今，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数字鸿沟”与“知识传播沟”也随之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因此，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利用同一种传播媒介，也成为能否导致知识沟、知识沟是扩大还是缩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归结到调查性纪录片，在制作完成之后的传播阶段，它能否顺利地与公众见面，或者通过什么媒介、在怎样的平台公之于众，都将会影响它的传播，影响它的传播效果。

在此，从宏观的社会层次考察知识沟，就给调查纪录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不可否认，在信息不平衡的背后，除却社会分工之外，还与信息的控制、社会结构与权利分配密切相关。一方面，民众希望政府政策政务透明公开，拥有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权力部门又可能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本应公之于众的信息予以加密，从而加强对信息的控制。《纽约时报》第二代掌门人苏兹伯格（A．G．Sulzberger）对于当年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对于“维基解密事件”就有他的看法：“我当然不认为，正如今天早上的社论所写的，这些历史文件很久以前就应该公之于众；同时我也不觉得我们在向敌人泄露国家机密，并且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参见影片《〈纽约时报〉头版内幕》）

在社会控制、社会冲突和权力分配的旋涡中，媒介的信息控制首当其冲。明尼苏达小组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深受“系统维护”的利益驱动，其信息控制体现在发布控制（起维护作用，如选择性发布、新闻检查等手段）和反馈控制（起调节作用，即媒介的“第四阶层”“看门狗”角色）两大方面。在单一的社会结构中，媒介往往避免报道争论性议题，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共识性，并通过内容的编排与发布时机的选择等“发布控制”技巧，支持社会规范和部署，最大限度地维护系统的稳定。相反，在多元化社会结构中，媒介经常运用揭丑、调查性报道等“反馈控制”手段，监督社会结构与运转，以调节潜在的矛盾冲突。因此，研究小组提出，是社会结构性需求而不是媒介本身决定了媒介的形态和功能，而且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决定了媒介的信息控制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所在社会受众有关公共事务的知识水平。



注释


[1]
 塞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74．


三、对话、交往及其他相关理论

在主体与他人的对话、主体与他人的交往中，意义与真相才可能超出语言学的领域，从语言能指的不确定性和所指的差异性中挣脱出来。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公共舆论理论为我们研究调查性纪录片提供了独到的观察视角。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源于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思考，且与主体建构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占据着各自的时间和方位，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主体。但自我并不是封闭的存在，自我与他人都是人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他人是自我存在的前提，主体的建构只能在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交际中才能实现。“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1]

 于此，巴赫金克服了哲学上的唯我论，把自我主体同其他主体联结起来。基于对话的主体既独一无二又与其他人血肉相连，人与人之间既独立平等又相互自由交往。

和索绪尔考察普通语言学不同，巴赫金将他做出的分析归于“超语言学”，对话关系超出语言学领域，但又离不开具体的言语。主体的存在从他性与差异中来，“我与你”和“我与自我的另一面”都通过言语作为沟通的桥梁。“只有通过与他交际，采取对话方式，才能够接近他，揭示他，准确地迫使他自我揭示。”同时，对话不是个体独白，也不是同义反复，只有不同主体按照语言中所指的差异性去言说，话语体现不同主体的不同立场，相互之间才能产生对话关系。如果两个人的声音构成冲突，对话关系可以渗透到话语内部去，甚至可以渗透到个别单词中去。一个有意义的片段，一个意味深长的单词，就有可能成为表现主体思想立场的符号，成为代表主体话语的标识。

巴赫金用对话理论分析小说作品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关系，具有创见性地指出，主人公不再是作者的奴隶，它取得了与作者平等对话的权利；主人公自身内心的对话，揭示出自身的矛盾，并潜在地将他人意识当作对立话语进行对话；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真理”和生活立场，有着惊人的内在独立性。在他看来，复调是对话在诗学中的变体。不是独白式的同声齐唱，而是众声喧哗，不同的声音各自唱着同一个主题，像音乐中的对位法一般，形成多声部。多声部现象揭示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多层次性，“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与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
[2]

 。在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访谈是对话，解说词与人物的访谈也是对话，不同访谈对象之间的交互印证或反证也是对话，更为突出的是，一个镜头内部的声画之间，蒙太奇剪辑的前后镜头之间，有别于宣传片前后一致的独语，都是充满着不同声部的复调般的对话。

对话理论，隐喻着对权威话语的消解和对专制的挑战。巴赫金把目光转向民间，从民众的狂欢中寻找平等对话的因素。在他看来，狂欢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形式，规矩、秩序、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都被取消了，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关的畏惧、恭敬、仰慕和礼貌这些世俗的等级屏障都被丢弃一旁，人们从阶层、官衔、年龄和财产状况这些等级秩序中解放出来，相互之间可以随便而亲昵地接触，可以消除距离地插科打诨，用粗鄙嘲笑崇高，用不洁亵渎神圣。在巴赫金看来，诙谐文学与讽刺性临摹文学都同狂欢庆典密切相关。他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豆粒》开头描写墓地与葬礼的部分：“整个这段描写贯穿了一种强烈的亲昵而又不敬的态度，包括对待墓地、葬礼、墓地上的僧侣、死者，以至‘死的奥秘’，整段描写建立在矛盾的结合上、狂欢体的俯就上；描写充满了粗俗和平凡的语气，充满了狂欢体的象征主义，同时又是粗鲁的自然主义。”
[3]

 巴赫金的这段分析完全可以用来移评杰茜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的《美国式死亡》，在这部针对美国殡葬业所做的调查性报道中，作者嬉笑怒骂，幽默中透着机智，冷静中映衬着反讽，用自然主义的狂欢来揭露殡葬行业剥削顾客以牟取巨额利润的真相。同样，纪录片人迈克·摩尔所有的作品都浸透着狂欢与反讽；而大多数调查性报道都充满着对官方说法的质疑和对独裁垄断的反省，构成对于试图统一思想的“独白”的反对力量。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还彰显了一种“未完成性”——于小说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尾，于人生是面向未来的存在。对话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生命的意义在于不可终结的过程本身，文本也因此具有相对性和开放性，作者没能给予最后的解答。对话是永恒的，它不可能结束，也不应该结束。在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记者提出了问题，在与多人的对话中获得了一些答案，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对话螺旋式推进却没有最终完成，问题也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或者可以说，调查记者在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中，用多声部的对话来激发观众的参与，来引发人们独立而理性的思考。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个人是独立的、自足的，但社会中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必须共同操心群体的存续，协同维系社会的发展。为协调一致，需与他人对话，与他人交往，“交往行为概念所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
[4]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根据行为者与世界的关联，将人类行为划分三种：目的（策略）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与其对应的是表现为科学的客观世界、表现为道德与法律的社会世界和表现为艺术的戏剧世界。在这三个世界中，行动主体单一地与其发生关系，并分别遵循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1）“真实性”，即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以确认感知、意见是否与客观世界一致，世界是否和愿望、意图吻合；（2）“真诚性”，陈述者言为心声，必须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向，其表面含义与内在意图一致，以使听者能够信任他，相信他的言语行为；（3）“正确性”，陈述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言说方式，符合约定俗成的习俗和公认的规范。在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主体与三个世界同时发生关联，并因同时满足三个有效性要求，从而在共识语境的生活世界中，通过协商以求沟通，达成谅解，协调计划与行为。

满足了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三个有效性要求，交往主体才能够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达成一种完美的互动：交往主体共同认可言谈的平等性与行动的自由性这两项原则，不受权力和暴力的压制与驱策，也不用手握的权力去强迫他人，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对话。这样，所有参与者都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良好愿望，自由平等地协同探求真理，以达成更有说服力的共识；真理远不是靠“一言堂”的方式现身，而是群策群力通过论辩的方式得以呈现。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在个性维度上，互动交往过程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形成自我意识，个性自我完善；在文化的维度上，在解释中理解，不断地传播、更新文化知识；在社会维度上，交往行为在协调的基础上形成规范，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

在生活世界进行自由而平等的交往，可以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
[5]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领域保证民众可以在面对面的空间进行对话，也就是说，一些人聚在一个公开的地方，譬如像咖啡馆那样的公共场所，自由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哈贝马斯探讨不同时期的公共领域，在他看来，公众从文学的公共领域得到训练，涉入政治的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公开讨论，甚至反对公共权力机关，从而形成以批判意识为核心、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的“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因此，公共领域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出现的，是独立而理性的资产阶级个人汇集起来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性审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再主张消灭权力，相反，它应当对权力加以分配；公众舆论成了权力的唯一约束机制。”
[6]



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轫之初，检查制度的废除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推动了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的诞生，使理性批判精神可以进入新闻媒体。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以讲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全面入侵了生活世界。合目的的行为，甚至视他人反应而做出决定的策略性行为变得非常普遍，政治中的权力和经济中的金钱扭曲了交往，工具关系取代社会关系，系统整合取代了社会整合。由是，社会秩序维持稳定不是遵循规范和价值，而是取决于系统内的市场规则和科层化的权力结构。这种受控于金钱与权力而导致的社会整合的持续失调，最终导致生活世界商品化、官僚化，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而“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发展趋势使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消失，进而侵蚀了公共领域，出现“重新封建化”，批判意识丧失，消费主义盛行，而体现公共领域的新闻媒介可能受商业化影响，或与广告共谋，或装扮起“休闲文学”的行头，或者成为一种精心策划的“伪公众舆论”，渐次丧失其独立性，丧失其应有的批判反思、对话商谈和民主监督的能力。

哈贝马斯最初把公共领域当作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后来他把公共领域视为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中间缓冲地带，一个监测环境的预警系统。同时，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公开性相对应的是私人领域的私密性、隐私性。自文艺复兴以来人被重新发现，有关个人隐私、个人私密的领域被重视，对私人领域的保护就一直是公共领域本身的话题。哈贝马斯借着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带来的衰落与蜕变，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媒的功能转变与退化。对此，他希望通过以公开批判使得统治合理化的公共性，来重振早期私人公共领域的政治公共领域：“被社会组织强占的，而且在集体性私人利益的压力下被权力化的公共领域，只有在它本身完全满足公共性要求的情况下，即在它重新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超出纯粹参与政治妥协之外的政治批判功能和政治监督功能。”
[7]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有着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对此批评，他解释说：“我以为，绝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进步的逻辑。”
[8]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于调查性纪录片而言，在哪些方面有理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呢？在生活世界中同时遵循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可以作为调查记者与采访对象进行对话时自身需要注意的几条原则，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作为判定采访对象是否予以了适当的反应的几条标准。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强调对所有人开放，并对权力机关实施批评和监督，这给调查记者参与调查赋予了合法性，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少调查性纪录片也是政治讽刺片的原因；面对权力和金钱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公共领域势必因此蒙上尘垢，调查记者矛头所向，主要针对的也是试图掩盖、操纵信息的权力和资本，在生活世界重新合理化时，使公共领域重归本来面目，发挥其舆论监督的功能。并且，调查记者所做的揭丑和暴露，并非只是一味地与公共权力作对，而是如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缓冲地带。调查记者以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反对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事物，有着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他们执着而艰苦的努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公正和进步。


（三）李普曼的公共舆论理论


在公共领域——有形的公共场所如咖啡馆，或无形的公共领域如媒体论坛——发表独立的意见，自由而平等地对话，尤其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批评与监督，就会形成趋向一致的公众的舆论。对于公众舆论的形成，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并不乐观，他认为主体的公众必然会受到各种主观、客观的局限，很难形成理性的意见。

在李普曼看来，限制理性意见形成的客观因素很多。比如，现有的审查与保密制度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屏障；由社会地位决定的交往圈子决定了各自关心的事务；公众每天能够用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和注意力相对有限；语言这一不甚完美的达意工具带来交流的障碍；事物本身朦胧而复杂，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与公正性……这些因素导致人们获得的外界信息残缺不全，并影响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做过战地记者的李普曼深谙军队操纵信息的内幕：参谋部可以决定哪些记者能上前线，审读他们发自前线的消息，或者给新闻界发送推敲过遣词造句的专稿，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加强对士兵和国民的控制；并且，受报道条件的限制，报道内容不得不被压缩成简短的消息，因而可能造成对事件的歪曲报道，引起公众对事件的误解。

同时，公众在主观上具有偏执刻板的成见（后称“刻板印象”）、迫切而特殊的兴趣，以及与生俱来地维护自我利益的倾向，在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会产生忧虑。在李普曼看来，个体难以了解整体，对世界的认知只能借助先入之见，“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在李普曼看来，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会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而且，成见不仅难以克服，还会不断加强和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与道德准则都是根深蒂固的成见。因成见作祟，似曾相识的事物会使人格外亲切，稍感陌生就会使人隔膜疏远，与期望和成见相抵触就会让人视而不见。人们通过主观的有色眼镜选择性地观察世界、感知世界、认识世界和重构世界。

李普曼认为，个体的行为依据的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自己成见、想象制作的图像，以及他人及外界给予的象征性图像。现代社会越来越庞大复杂，变化多端，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有限，不可能对众多的事物和整个外部环境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自己视线以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这个中介去了解和认知。但传播媒介反映的世界不是“镜子”般再现的客观世界，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构之后向人们展现的图像世界。如是，横亘在公众面前、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是媒体按照一定语法精心建构的“拟态环境”。

以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李普曼展开对新闻与新闻机构的分析研究，揭示这“拟态环境”的不可靠和非理性。新闻是人为的、虚拟的，有着固定的框架，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它按照固定的路数在进行标准化生产。采写新闻的记者有自己的成见，上司与读者的见解在发生作用，广告商产生无形的影响，新闻机构被要求在24小时内持续地去造就所谓“公众舆论”，使其不堪重负。新闻机构难以成为直接民主的机构，至多只能是制度的仆人和卫士，少数人还会借此浑水摸鱼以求私利。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扫过一处又去扫另一处，但都浮光掠影，不容细细分辨。因此，必须警惕新闻的局限：“新闻和真相并非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
[9]



于是，作为外部“局外人”的公众，隔着中介的“拟态环境”，对真实的客观世界无法直接感知，“公众舆论”不再是公众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供的“拟态环境”的反应。因此，公众难以主导公共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的决策。不是容易轻信盲从的公众，也不是号称中立而实际持有偏见的新闻媒介可以对所有的公共事务具有洞见，李普曼把拯救公众舆论的希望托付给社会精英。如果有一个独立的专家组织建立起情报机构，为那些进行决策的人物挑明种种无形的事实，为采取行动处理公共事务的人们准备事实，舆论就能够正常产生。“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我想，进行这样的组织首先是政治科学的任务，它应当得到作为决策者的适当地位，并走在实际决策者之前，而不应当充当决策做出之后的辩护士、评论员和报告人。”
[10]



综上所述，在近100年前李普曼就洞若观火，对公众舆论的形成提出独特的看法，并创造性地为传播学界贡献了“刻板印象”和“拟态环境”等概念。他分析公众难以形成理性的公众意见，其客观障碍如保密与检查制度，这正是调查性纪录片力求突破的区域（参见纪录片《影片未分级》《维基解密的战争》）。他认为，“‘秘密’这一概念的历史可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拥有极大的力量限制人们接近真相。因此，一部分调查性纪录片正是从这里入手，揭开秘密的面纱。人们对视线之外的事物有着偏执的先入之见，把表象和想象的图像当作事物的本质，一部分调查性纪录片也就以此着手，对人们想当然地、不假思索就予以接受的事物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其中隐藏的真相（参见纪录片《地球公民》《食品公司》《我们每日的面包》）。

李普曼对媒体和新闻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也给调查性纪录片“自我反映式”地反省媒体提供了视角。调查记者正是从普通媒体忽略的地方，从众多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出发，向着真实与真理的国度进发。甚至，像《揭秘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战争》《〈纽约时报〉头版内幕》《看不见的战争》等调查性纪录片，揭发的就是媒体构建“拟态环境”的老底，把媒体的自我审查、与权力的合谋、为利益所驱使、媒介事件的回音室效应等毫不留情地暴露出来，以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同时，调查记者不能只是做决策的辩护士和报告人，而应该通过独立的调查，为决策者提供有机的情报；不是听由新闻界组织，而是利用新闻界并对其加以组织；不是反腐之后鞭尸和痛打落水狗，而是在此之前剥离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身上的光环，用“公众舆论”将他们拉下高高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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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真”的哲学之思

一、真理符合观

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待在洞穴的人也罢，爬出洞穴的人也好，观察眼前的事物，有一个问题有待辨明：意识和对象之间，认识和物体之间，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之间，作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是怎样建立起彼此的联系的？比较两者的关系，又如何校验所视之物为真，抑或为假？

真理符合观——一种历史悠久、影响至大且广的真理观，由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揭示出来。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说是者为非或非者为是，为假；说是者为是和非者为非，则为真。”在他看来，一个命题或一个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或关系等的描写或陈述，命题或判断的真假取决于它们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若合符契即为真，扞格不入则为假。以“说是者为是”为例，第二个“是”关涉主体的判断，而“是者”关涉判断的对象。于此，判断是主观的，判断的对象是客观的，而主体努力去接近判断的对象，判断的对象充当了鉴别真假的标准。同时，这种朴素的真理符合观主张主客二元二分，是一种强调知觉作用的经验论哲学，并暗含着一种乐观的可知论：人们通过知觉不仅可以感知外部世界，还可以掌握外部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像其老师柏拉图所说，实体是分殊体现共相的“观念”，而是作为“形式”与“质料”相统一的具体事物本身。在近代，随着对知觉的理解逐渐深入，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主体因素在知觉过程的作用。如在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洛克眼中，由于事物的性质可以区分为大小、形状、重量等专属于物理对象本身的第一性的质，以及存在于人的大脑和感觉器官之中的颜色、味道、声音等第二性的质，人们的知觉就与物理对象并不完全等同，它们至多只是对现实中的物理对象的一种摹写。也因此，真理“只是按照实在事物的契合与否而进行的各种符号的分合”。

在20世纪，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哲学家竞相把语言的边界界定为经验的边界，语言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哲学反思自身的一个基础和起点。因此，“说是者为是”中的“说”，也就是用语言来进行的陈述与表达，成为他们注意的焦点，而真理符合问题也转变为一种确证命题的真假的问题，转变为言词、语句与客观对象的关系问题。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汀倡导一种约定的符合论。在他看来，面对真理，我们所要追问的不是真理的本质，而是“是真的”这个词的用法。也就是说，陈述之为真，必须符合两组“语义学”的约定：“（1）描述的约定——将言词（＝语句）与世界中发现的事况、事物、事件的类型联系起来。（2）指示的约定——将言词（＝陈述）与世界中发现的历史事况联系。一个陈述在下述情况下被说成是真的：它通过指示的约定而得以与同一个历史事态相关联，这一事态在类型上属于做出该陈述的那个语句通过描述的约定与之相关联的那些事态。”
[1]



我们可以借“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个观点（陈述A）为例，来理解奥斯汀的“约定的真理观”。描述的约定强调对“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类型约定，只有对其达成统一的意见，才能判断该陈述的真假；而指示的约定直接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历史事态，现实生活中的伊拉克“拥有与否”最终将判定该陈述的真假。并且，“某国防部部长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陈述B）与“某总统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陈述C）这两个陈述，谁在说固然重要，但判定两个陈述的真假，重要的不是判定国防部部长或总统是否做过A陈述，而是判定他们所做陈述A的真假。因此，如果某新闻媒介只是尽到传达陈述B或陈述C的功能，而不是负责任地去核实陈述A的真假，就会在无形之中将不断重申的假的陈述A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一点，正是《看不见的战争》一片中调查记者皮尔格和英国BBC新闻主管之间的争议和分歧。

在调查性纪录片中，在现场拍摄的画面框住了一部分外部的客观世界，透露出几分“真相”的消息。比如，记录下弹痕累累的墙壁和呼天抢地的母亲；同时，调查记者还采取一种策略，用交叉剪辑的言证，用解说词（调查者的陈述）与被采访者的陈述，从不同采访对象各种陈述彼此对照的缝隙中，从不同陈述主体的腔调、眼神、动作等肢体语言中，得到准确的陈述和对陈述的准确理解。然后用现场拍摄的外部世界的一角，来彼此证实或证伪，以判定各种陈述的真假，从而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

历史上有多种形式的真理符合论，但不管怎样，基本都贯穿这样的逻辑：以我就物，以主体趋近客体，并且以物和客体作为评判的标准。两者一致方为真，任何走形即为假。然而，主体不是用主体自身去证实或证伪，而是用我对物的认识、用外部的客观世界在主体的内部世界的映像去做比较。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说是者为是”的第二个“是”从哪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回避，求“真”之路就得回到认识论上来。



注释


[1]
 杨玉成．奥斯汀的约定真理符合论及其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5）：34-35．


二、存在就是被感知

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起源、本质，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在此，我们不再梳理认识论在历史长河中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只着重分析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根据传统的看法，贝克莱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存在就是被感知”是其哲学的核心命题。然而，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同贝克莱的原意不符。贝克莱所说的“存在”，指的是观念的存在，即以感觉、思想、情感等形式，借着感官、意志、想象和记忆的帮助，在心灵、精神或灵魂、自我中存在。贝克莱原始的表述是：“一个观念的存在，正在于其被感知。”“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想象所构成的观念，并不能离开心灵而存在。……因此要说有不思想的事物，离开知觉而外，绝对存在着，那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所谓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因为它们离开能感知它们的心灵或能思想的东西，便不能有任何存在。”
[1]



在其代表作《人类知识原理》中，贝克莱开宗明义地说，人心并不具有构成关于事物的抽象的观念或概念的能力，而是相反，可以借感官或反省去理解一个事物的存在。贝克莱认为，物是观念的集合，而观念一定要与具体的某物相联系，离开具体而特殊的事物，就不能构成一个普遍的观念。在贝克莱看来，感性观念并非客体自身，也不是主体的向壁臆造，而是主体在认知客体时产生的观念，是主体接触客观事物后形成的感性认识结果。它来自物质客体，但与那个物质的客体并不等同，而是物质客体映射于主体心灵的一种影像。它是一种主体化了的我的观念，是移入人的大脑并在人脑中经过改造的人化的自然。

在贝克莱眼里，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在心灵之外都无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心灵所感知、所认识。当我不在时，会有其他的心灵；当其他心灵不在时，会有无限的心灵——人类的创造者上帝在感知它。因此，贝克莱不是主张“心外无物”，而是这个物是为我（人）的物。只有当客观存在被主观意识所知觉，并形成我（人）的观念，成为我（人）化的自然时，它才获得了意义。也就是说，感知形成观念的存在，世界成为人们把握了的世界；未予感知，也就形不成观念的存在，也就不存在有关它的知与真。
[2]

 循此逻辑，贝克莱以一个教士的身份，最终证明总有上帝感知存在的事物，感知真理的存在。

日常现实生活中，谁都不能全部感知纷繁复杂的事物。因此，每一个观念，并非都须回归到鲜活的生活中，从与具体、特殊、可感的事物的接触中产生观念。实际上，除接触外部物理世界获得直接的经验外，人们还能够通过信息和知识的传递获得间接的经验，并与直接经验一道合成各自的观念，合成主体对世界的认识。因此，主体的视野，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其范围、质量、真假，也都将影响甚至决定观念的有无、正误与偏颇。因之，人们视野所及的世界限定了人们的观念，观念未予观照的世界只是一个自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自为的世界。

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谈到“新闻的性质”时曾说，即使全世界所有的记者都昼夜不停地工作，也不可能亲历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他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新闻的选择性：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经纪人，十年如一日循规蹈矩，除了他的朋友和家人，没有人注意到他，报纸也不会注意他。但有一天事情脱离了轨道，他破了产，一文不名，报纸开始介入，用几分钟就搞清了“史密斯的麻烦”。
[3]

 在此，按照贝克莱的说法，十多年来，只有史密斯的朋友通过直接的接触感知，获得有关他存在的观念；但有关他的新闻播出以后，史密斯就从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更多的人得知了他的存在。

新闻就是这样对选择的事物进行彰显，也就在彰显的过程中，排除了其他一些事物受此“优待”的机会，将它们始终幽闭在沉沉的黑暗之中。更进一步说，调查记者是对普通报道进一步的拨乱反正，将人们忽略的事物，将常识歪曲的事物，将因某些缘故被有意无意遮蔽的事物，甚至将新闻误传误信或者浅尝辄止的事物，总之是将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的信息和知识，呈现在人们面前，增加这些事物被感知的机会；人们借以扩大视野，扩大间接经验，重新感知这些事物，以重新“组合”和“概括”出有关这些事物的新的观念。

在民众未能获知这些信息之前，人们局限于自己的视野，对事物的认识就不完整，他们由此形成的观念难免被误导，有失偏颇。SARS肆虐中国，但这个病毒对非洲人又有多大的意义？埃博拉流行非洲，但中国人对此又有几多关心？SARS和埃博拉确实存在，但因与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不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它们的关注自然会有分别，对它们的认识也就形如霄壤。同理，对有些事物，一些人可以感知它的存在，另一些人却感知不到它的存在。

这也就是调查性纪录片《看不见的战争》揭示的主题，战争的有些方面普通民众难以知晓：维基解密之前，新闻从未报道过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关于战争的宣传影片都只报道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开赴前线的画面，却很少报道他们伤亡时的悲惨场景；好莱坞电影的主题多是伪造的英雄主义和过度的自怜，攻击者因此成为受害者，而在战争中牺牲了的非西方记者、广大的普通民众却得不到如实的反映……这些“看不见”的战争，在很多民众的视线之外，自然也就无法被感知。或者可以这么说，它们只是被一部分人所感知，更多的人并不能感知它们的存在，因此也就无法在封闭的系统之外产生更广范围的公众舆论，以形成促使改变现状的意见气候和舆论监督的力量。

在贝克莱主张“观念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之前两百年，中国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就倡导“心学”，他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要向内求放心，致良知。在《传习录·卷下》中有这样的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要避免“同归于寂”，就得增加看花的经验，增加真实信息传递的渠道，由此增加人们感知的机会，唯有如此，花的颜色，乃至整个世界，才会“明白起来”。其途径和方法，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那里，是格物致知；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实践出真知。



注释


[1]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20-21．


[2]
 撰写本书时，笔者从新闻中得知人类发现了“引力波”。在感知之前，引力波存在，但不为人们所认识；只有被感知，它才露出其面目。


[3]
 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43-244．


三、实践出真知


（一）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作为关于认识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和价值论、道德修养纠缠在一起，被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据以己意进行阐释，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其中最大的分歧来自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格物与致知这对范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很明显，在其源头，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两条，与“三纲领”和其他“条目”密不可分，它们共同作用，以便实现“大学之道”。

汉唐的经学家曾训“格”为“来”，但宋代的程颐和程颢将其训为“穷”：要穷究事物的道理。“物”在“二程”，并不拘外物和性分中物，既包括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的物理，又包括君臣父子之间的道德伦理。也就是说，“二程”所格之“物”，就是“理”，就是“知”，既包括闻见之知，又包括德性之知。朱熹继承“二程”之说，从“理一分殊”的角度，主张从外物中获得豁然贯通的“天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传》）

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曾经去“格”庭院中的竹子，却格不出个所以然，反倒把自己“格”病了，他为此反省，认为朱子析心、理为二，不应向外务求，而应该向内用功。对于格物致知，他之所谓物，偏向于人事，而训“格”为“正”，为善去恶，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王阳明理解的“格物致知”也就成为“致知以格物”，他主张在慎独中求放心，于一念发动之处审查初心，只要内心致得良知，外界事物皆得其理。

在朱熹看来，一草一木，农圃百工都寓有道理，和人伦天道相比虽属小道，也应加以认识和探索；而在王阳明，见孺子入井自然而生恻隐之心，见鸟兽哀鸣而生不忍之心，见草木摧折而生顾惜之心，自然世界只是德充于内而应物于外的结果。因此，在经典的训诂和解释方面，朱子以格为穷，以物为物之理，格物即是穷理，它包含了探索事物规律的认识意义，且强调道德意识的充分实现作为格物的终极目标。王阳明训物为事，把格物训为格心之不正，取消了认识探索事物的功能与意义，而着重强调纠正和克服非道德的意识。
[1]



对于格物致知，从古到今，聚讼纷纭，难有确解。从字面上讲，所谓格，即推究，所谓致，即求得，所谓格物致知，即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它反映了主体的人通过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对客观外部世界的认识，且促进主体自身德性的提高。因此，人们既不能像朱门用格物取代致知，也不能像王门用致知统括格物；格物之后致知，致知之后再格物，要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以此，格物致知就具有一种实践的内涵，萌芽出一种科学探究的精神，并且，它还时时处处躬行着一种自我道德完善的反省意味。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连接心与物、连接主体和客体、连接此岸与彼岸的正是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2]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生产，而生产包括自己生命的生产（劳动）和他人生命的生产（生育），因此劳动实践主要体现为两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3]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说，不能只从客体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该同时反观自身，把它当作人之感性的活动，从主体能动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因此，不仅以我观物，解释外部世界，还利用认识到的规律，借助人类的意志去改造世界。在人进行劳动这样的生产实践之前，物质的世界是自在的世界，通过人类主体之感性活动，按照人类的需求和目的，改变自然世界的自在形态，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自然因之成为“人化的自然”，世界因之成为“为我的世界”。

就人与人形成的社会关系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合群的社会动物。体现为血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的各种社会关系，不仅充满着物质交往，还体现出精神交往。人们用思想、观念、意识，最主要的是，用人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语言展开交往，从而实现精神文化的创造与传承。因此，反过来说，“从经济政治角度说明人的精神交往、精神活动、情感生活及个性结构，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限的。文化传统、知识程度、道德观念、信仰等等，在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上对精神活动和交往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4]

 。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5]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说明只有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详尽地占有材料，才能得出科学而正确的认识，才能作为行动的指南。

实践出真知，落实到调查性纪录片，调查记者的调查活动，就是在通过亲自参与或主导的调查，格物而致知。不少影片把拍摄者自己整个的调查过程都展示出来，一如科学研究报告将其实验过程、论证过程也都呈现出来，借之一步步扫除事实表面的尘埃，剥离真理外面的伪饰，以科学的践履精神，直捣问题的核心，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甚至，有如《超码的我》，拍摄者不惜以身试“法”，导演把自己当作试验的小白鼠，连续一个月，一日三餐以麦当劳为食，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揭示跨国企业提供的快餐食品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和威胁。

同时，调查记者拍摄与制作影片就是一种热心而理想的介入，一种不容乡愿一般同流合污的实践。他们还通过采访的形式进行交往实践，以大无畏的质疑精神，敢与权势争锋，敢与陋习叫板，以推动主体的戒慎和自我反省，促进人类道德的进步和自我完善。比如，在《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卢旺达的鬼魂》中体现出对弱者的恻隐之心，在《海豚湾》《地球公民》中体现出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在《人造风景》《绝望真相》中体现出对自然的顾惜之心。反过来，对那些无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掠夺式开发，敲响了警钟；对那些假借民主以谋私利的虚伪行径，予以大胆揭露和嘲讽；对那些屠杀民众的法西斯分子，则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与鞭挞。



注释


[1]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3]
 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283．


[4]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52．


[5]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四、竞争性真实


（一）颠覆“逻各斯”


通过实践去感知主体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比对获得的观念与认识是否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里还隐含着一个有待论证的假设：客观实际和事物的意义，或者说终极的真理（如中国的“道”），静候在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接近，去叩问，去破解。因此，认识论中有一些不容轻易囫囵吞枣的问题，那就是内在的规律和本质的意义是否存在？能否被认识？缘何路径得以把握？追问这些问题，本文不拟踏入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泥沼，只拟从“逻各斯”着眼，相对粗略地扫描20世纪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此做出的不同解答。

在古希腊，“逻各斯”一词，不仅用来表示主体具有的理性的能力，而且还用来表达事物的本质和真理。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逻各斯”这一概念。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一种隐秘的智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微妙尺度和准则。犹太思想家斐洛以寓意解经，他认为“逻各斯”是全世界公民必须遵守和了解的“宪法”和“自然的正确理智”，可以用来解释上帝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过程。信奉“逻各斯”者，乐观地认为主体掌握着一种隐秘的能力和智慧，凭借它可以解释流传下来的经典，可以一窥上帝创世纪时充塞天地的规则，从宇宙万物混沌的外表下寻绎出一个理性的秩序。

用至高的智慧理性地认知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在语言学家索绪尔及其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那里，语言这种媒介助推了人类之思，也限定了人类思维的边界。索绪尔考察语言内部的结构，把语言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不受个体意志支配的系统；而言语是个体遵照语言的规则而发出的、带有个人风格特征的言说行为。他进一步考察语言这种符号系统，认为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能指是声音传出的音响，所指是意义所向的概念。索绪尔指出，所指与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声音的产生就是为了负载一定的意义，因此，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用于命名的能指是第一性的，它决定着附着意义的所指，没有一定的声音形象，意义将无法自行呈现。

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与所指原初的关系是随意的，但因社会约定俗成，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结构，并因此假定每一个符号背后都有一个终极不变的意义。受此启发，结构主义者认为整个世界都建立在各种符号系统及其内在结构之上，而任何一种符号系统及其内在结构都统一而恒定，因此绎其基本结构，发现其内在运行规则成为他们矢志不渝的目标。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展开对食物烹饪、亲属关系、神话模式和图腾制度的研究，从个别而具体的习俗出发，循此发掘社会文化现象深层的逻辑结构。因此，注重语音，偏向结构，在整体性思维指导下开展共时性的研究，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潜藏着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潜在的上帝、一个终极的真理。由是，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中，结构主义建立起“逻各斯中心主义”。

然而，能指的声音形象在不同文化中变化多端，所指的概念又仿佛一个漂移的载体，语言目击道存的“透明性”其实并不存在，背后的意义不能一目了然，而必须通过语言的孔道依靠阐释才能获得。既然是阐释，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唯一的所谓正解的意义，而只能是多种意义的竞争性阐释。这样，语言具有忠实传达意义的有效性被动摇了，个体尝试追踪原初意义的可能性被消解了，只剩下阐释者以一己的语言、经验、成见和前理解，去解读不在场的事实与观念，于此发生张扬阐释者权力、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意义流动不居，过去的文本向今天和未来敞开，主体与客体的视界逐渐走向融合，产生趋向无穷的效果的历史。

在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和拉康看来，阐释学与接受美学对意义的阐释并不彻底，面对滑动的能指，他们像拆掉手表的孩子，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们分解整体，削平深度，突破距离，消除确定性，打破既定的权威和原有的秩序。在《写作与差异》中，德里达用“a”取代“e”，创造了一个在法语和英语中均不存在的新词“différance”，借助这个有多重含义的新词来表达自己关于不确定的玄思。“différance”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erence），主要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缓（différé），主要诉诸时间。德里达认为，对本文意义的寻求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符号没有恒定不变的意义，只存在着分延的流动的意义；意义的传递也不是直线传递或者从中心向四周辐射，而是像种子一样把分延的意义这里撒播一点那里撒播一点；没有标示意义本源的踪迹，只有在分延之网中暂时借寓旋即又抹除的踪迹；最终所指的确定被延搁下来，只有无穷无尽的替代品在填补意义的黑洞。


（二）滑动的能指


德里达用分延、撒播、踪迹和替代这些模棱两可的术语，宣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破产。根基已然被掏空，本源不复存在，任何趋于稳定性、确定性的解释均不可靠。曾经精心营构的玲珑宝塔轰然倒地，只剩一地瓦砾和碎片，混杂着革命后的狂欢。所指和文本宛如一叶不系之舟，在波浪之中上下晃荡，载不动原初的意义，更抵达不了结构主义者预期的彼岸。并且，解构与颠覆，带着对既定成规的反驳，带着对绝对中心的消解，带着对崇高权威的质疑，自有一种冲破堤岸、直面挑战的革命精神。“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
[1]

 因此，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从批判海德格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出发，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循此逻辑对现实生活中的种族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发起了批判。

对权力权势的质疑，对意义延异的游戏，在《华氏911》“布什在教室”一幕中得到充分的演绎。当第二架飞机撞到纽约的世贸大厦、参谋总长告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这一消息时，后者正在一所学校为孩子们读《我的山羊宠物》，之后整整七分钟，他面无表情，呆坐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这时，导演迈克·摩尔掐着时钟，开始他辛辣的嘲讽，用“延异”展开一连串的假设——

他是否在想以前该多上些班？他是否应该在上任后和他的反恐部门主管至少开一次有关恐怖主义威胁的会议？或者布什先生是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减少FBI的反恐资金？又或者他应该读一下2001年8月6日的国家安保简报？……他是否在想自己看错了朋友？究竟是他们哪个在陷害我？是那个我爸都送了很多武器的家伙？是那帮我当州长时来参观的宗教徒？或者是那些沙特阿拉伯人？……

“绕着这个东西说话”，把意义存在于推迟的运动之中，没有本源的踪迹，只有不同的替代品在暂时地展现踪迹，却又迅速地消除踪迹。这正是德里达最聪明的解构策略。迈克·摩尔以己心忖度他心，对布什的静默无为进行无穷无尽的解释。这些揣度未免主观，不厚道，但对于权势的反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质疑、嘲笑和批判精神，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注释


[1]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


第五章　调查对象：并不完美的世界

现实的世界生活是文艺的源头，是一切新闻报道的源头，自然也是调查报道的源头。调查记者深入生活之中，他将选取怎样的主题，反映什么样的世界？立足大千世界，他在什么地方提取生活的切片？面临逝川之水，又在哪里追踪历史的痕迹？与普通新闻记者相同，他不可能全盘复制现实世界，只能做出一定的选择。与普通新闻记者不同，他所告知和传递的信息不是一些生活表面的泡沫，而是水底深处的沉滓。

调查记者不是给歌舞升平的世界锦上添花，一团和气甚至讨好谄媚地唱诵赞歌，而是用探照灯照出黑暗，用手术刀切开病灶，或者如罗斯福总统惠赐的名头，就是一名执着的“扒粪者”，手持长矛举起投枪，专向肮脏的、丑恶的、虚伪的世界开火，向欠公平、非正义、不合理的社会发起冲锋。同时，调查报道不是革命的檄文，它是建设性的。一个没有发热发烧症状的健康的躯体，是不需要白细胞和整个免疫系统起来抵御病菌的入侵的。同样，只有问题丛生的人类世界，才是调查记者存在的理由。这并非暗示社会病入膏肓，也不是因为调查记者消极悲观，只透过他有色的眼镜看到社会的不足与缺陷。他只是站立船头，尽自己的本分做社会的守望者，一旦发现了病情或敌情，及时地发出警报，敲响警钟。

是的，调查记者给我们展现的不是生活的全部，只是从一个角度对部分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和调研之后提供的一份报告。即使这一部分的现实世界也太过纷繁复杂，又哪里去获得有关它的真知？难以避免地，对真实世界的追溯，使我们陷入无法自拔的悖论：一方面对媒介塑造的“拟态社会”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质疑，另一方面又深受无孔不入的“拟态社会”的影响，先验地认定部分媒介能够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或许，可以宽慰地自解的是，调查报道与现实真相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高强度的索引关系，或者说，那些竞争性真实向我们敞露了相比一般的消息报道更为真实的世界。


一、切入沉重的现实


（一）纪实性镜头


作为纪录片中一种新兴的类型，调查性纪录片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与风格，但从纪录片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它又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如文献纪录片、直接电影、真理电影有着互文的关系。从文献纪录片那里，调查性纪录片调取可以作为“靶子”或“证据”的影像；从真理电影那里，调查性纪录片吸取了“访谈”的手法与技巧；从直接电影那里，调查性纪录片继承了对镜头前物理现实的“现在时”的同期声记录，将片段的纪实性段落当作最确凿、最有力的论据。

在纪录片的发展历史中，直接电影号称是对现实生活与事件最忠实的记录。拍摄者将自己隐藏起来，像“墙壁上的苍蝇”，力争不影响、不介入、不干涉事件的本来流向，以便记录下完整的贴近生活本来面目的影像。在调查性纪录片中，广义而言，纪实性段落既包括调查记者参与调查的过程，也包括他对采访对象言谈举止的忠实记录，还包括调查对象所处的语境，也就是现实生活世界一角的记录。对于前两者，后文将分别详述，在此，我们主要考察最后一种纪实性镜头。

在《华氏911》中，莱拉是一位热心的职业同盟行政助理，由于父辈和兄弟多是军人，她具有朴素而真挚的爱国心，“为美国自豪”，“9·11”事件之后她鼓动年轻人参军，也骄傲地把儿子送上了伊拉克前线。影片记录了她为军队招募奔走，在自家门前悬挂国旗的场景；但是，儿子牺牲了，得知残酷的事实后她从旧有的迷梦中苏醒过来，开始质疑和反省这场“反恐”的战争。她主动和导演迈克·摩尔联系，告诉他说自己要到华盛顿参加一个工作会议。在休息期间，她说想去白宫看看。白宫前的广场上，莱拉碰到支着帐篷静坐示威的另一妇人A。下面是摄影机跟拍的一个纪实性的长镜头：

妇人A：那些被杀的孩子们，伊拉克孩子。他们派军队去杀人。

莱拉：我儿子被杀了。

妇人A：你的孩子也牺牲了？

莱拉：是的。

妇人A：他派那么多美国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杀人，做牺牲，究竟为了什么，真的是为了反恐吗？

（此时，一妇女B从左入画）：不，他没错，不要听她胡说，她是在演戏！

莱拉：我的儿子！

妇人B：在哪儿死的？

莱拉：有关我儿子的事不是在演戏，他是4月2日遇害的。这不是在演戏，我儿子的确死了。

妇人B：还有很多人牺牲了。

（移动的镜头中，妇人A和妇人B先后出画，只剩下莱拉一人在蹒跚前行。）

在这个运动复杂、信息丰富的长镜头中，前后共有三个女人在表达她们的意见。每个人的观点都得到记录，观众自然能从中辨析真伪，获得真知。她们萍水相逢，现实生活中本来没有交集；除了莱拉，另两位妇女均不具名，都只是偶然拾得的观察样本。如果说对莱拉的拍摄还有某种程度的安排，拍摄妇人A也体现出某种选择，但妇人B不期然地、自动地闯入了镜头，则显露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面孔。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情感也得到呈现，她们之间有的心有戚戚，有的却不可通约：莱拉和妇人A同病相怜，而闯入镜头的妇人B却与妇人A势同水火。即便妇人B最后得知莱拉的儿子做了牺牲，她也另做辩解，体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她们针锋相对的态度和行为显示出相互之间临时触发的多重关系，反映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很多调查性纪录片中屡屡可见上述这种纪实性的长镜头。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一片的结尾，导演迈克·摩尔采访步枪协会的会长，一番较量之后，会长不愿再行探讨禁枪和责任，不打招呼就起身离开，即便导演在其身后发出吁请，希望他看一眼枪击致死的小女孩照片，他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去。在《海豚湾》中，透过导演抓拍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完整的画面：在日本的某处海湾，捕猎行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头受伤的海豚试图逃跑，它向自由的水域游去，但几番沉浮，终于体力不支沉了下去。

就是这样，调查记者借助电影理论家巴赞发明的“长镜头”，把海豚受到的伤害、平民遭遇的屈辱、名流的冷漠无情、官僚的专横跋扈，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在连续不断的时间和广袤无垠的空间之中，将某一具体时刻、某一特定区域当作样本切割下来，进行病理分析，揭示潜藏的危险，或者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对质漂亮的借口与谎言。这些镜头中有的画面尽管摇晃、模糊、粗粝，但带着生活的质感，带着原汁原味的气息，展现了生活最本真的面貌。

如果全部采用这种纪实手法拍摄并剪辑成片，那就不是一部调查性纪录片，而是一部直接电影类型的纪录片了。诚然，不少直接电影从头到尾跟踪拍摄，最大限度地抵达现场，显示出对某个题材、某类人物高度的兴趣。从广义的“调查”来说，很多直接电影都是对某一相关领域、人物、事件展开的调查。比如梅索斯兄弟拍摄《推销员》，可以说是对《圣经》销售人员的调查；怀斯曼拍摄《医院》，是对一个医院经营与运转展开的调查；王兵拍摄《铁西区》是对东北工业区今日的状况所做的调查。然而，直接电影的调查是人类学家参与观察式的调查，并非调查性纪录片试图揭开真相和内幕的调查，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拍摄直接电影，导演记录镜头前的物理现实并静候事件的持续发生，未知而有待发现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但对调查记者来说，他是去调查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未知而有待发现的是日常生活掩盖的真相，更多的是去发现过去事件背后的真相。并且，直接电影的拍摄者不采访他人，导演从不抛头露面，不会把自己拍进纪实性的段落之中；相反，他们隐匿自身，隐藏摄影机，希望不介入、不干涉事件，或者说在拍摄过程中尽量少地控制事件。

比如，《食品公司》和《我们每日的面包》两片题材虽然近似，有些纪实性镜头或段落也惊人地相似，但在笔者看来，前者是一部揭露真相的调查性纪录片，后者只是一部展示现状的直接电影。《我们每日的面包》一片，导演辗转于欧洲各国的大食品生产基地，展示了一个日常生活背后的关于食物的世界：有别于田园牧歌，人类欲壑难填，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化的农业和畜牧业为人们提供了工业生产流水线。食物，尤其是作为食物的动物，在流水线上不再是一条条生命，而是标准化生产的产品；同样，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已经异化，他们像机器一样，机械地完成指令与程序。《食品公司》一片则从超市和快餐业销售的食品入手，逐步深入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内部，揭露大型食品公司背后的黑幕：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人们不惜改变动植物的生长方式和生长周期，而普遍使用的抗生素、交叉感染而生的细菌却时时处处威胁着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在《我们每日的面包》中，拍摄者一直在冷静地旁观，并不走上前来直接发表观点，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显得中性而客观。也因此，段落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可以互相佐证。影片并不主题先行，其主题是从镜头内部、场景之间和全片的背后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相比而言，在《食品公司》中，拍摄者并不忌讳自己在场，他和采访对象进行对话，且频繁地使用带着观点和倾向的解说词，和前后画面、访谈构成戏剧性的张力。拍摄者开门见山，将影片的主题和意图告知观众，从假象到真相，从发出疑问到得出结论，段落之间层层递进，可见其证据的链条和论证的逻辑，由此呈现出调查的完整过程，以揭开大型食品公司唯利是图的真相。

因此，很多直接电影类型的纪录片展示现状，从头到尾都采用纪实性场景和段落；而大多数调查性纪录片力图挖掘真相，间或使用纪实性镜头和场景充当最直观的证据，据以证实或证伪某些事实或观点。正是因为纪实性场景在影片中的功用不同，也就导致影片特定的拍摄手法、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建立起相对特殊的联系：调查记者不会久久地停驻在一个地方，很少和被拍摄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当他获得被拍摄者起码的信任，从采访对象那里得到足够有用的证词，从真实环境那里拍得真实可信的画面后，就要转向另外的人选和地方，转向其他问题，搜集其他证据。这样，调查记者很少长时间地陪伴被拍摄者生活或成长，而是找到受害者或当事人，听取他们遭遇的困厄，听取他们不平而鸣的呼声，或者找到见证人和主事者，采集他们亲历的证词，采集他们做出的解释和辩护。

此外，直接电影纪实拍摄的现场是初次的现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事件首发的现场，人物的动作和行为都第一次发生，其情感也是瞬间而临时的情感，因此带着生活鲜活而生动的质感与气息，如《初选》中肯尼迪夫人因为紧张而致的双手绞动，《推销员》中保罗在客户家遇到销售同行的尴尬状态。相对而言，调查性纪录片里的现场多是调查时的现场，对事件当事人现场的采访凸显出原始事件在调查时刻的记忆与回响。比如《杀戮演绎》中刽子手的张狂与跋扈，和昔日的被压迫者至今犹存的担忧与恐惧。有的拍摄者回到事件发生的原初现场，但那是一种“遗址的现场”，它可以激发拍摄者和观众“发思古之幽情”，可以刺激被访者通过时空隧道“昨日重现”过去的经历与体验。隔着一段时间，山川更换，人事亦非，《浩劫》一片就是让时间说话，让地点说话（波伏瓦评语）。那个沿着河岸被法西斯分子强迫唱歌的孩子斯莱伯尼克如今已是老人，在现在时态的影片中，由导演安排的纪实性的段落记录他今天溯游而歌，借此回溯那段屈辱而惨痛的大屠杀历史。

在《浩劫》一片中，已是老人的斯莱伯尼克回到波兰的故乡切尔莫诺镇。在一座天主教堂的台阶上，他被一群年纪比他大的友善的波兰老人团团围住，他们还记得儿时的斯莱伯尼克戴着手铐在河上唱歌的情形。当导演朗兹曼询问他们，对那些从这座教堂运送到煤气室的犹太人的命运了解多少时，这群老人开始自由地漫谈：

朗兹曼：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一切发生在犹太人身上？（此处采访现场因有翻译转述，故称“他们”）

一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富人！很多波兰人也被灭绝了，甚至包括牧师。

另一波兰人：康塔斯洛斯基先生会告诉我们他的一个朋友告诉过他的事。这事发生在华沙附近的明德吉维斯。

朗兹曼：请继续。

康塔斯洛斯基：那里的犹太人被集中到一个广场。那个犹太教士问一个党卫队队员：“我能跟他们说话吗？”那个党卫队队员说：“可以。”于是教士说：“大约两千年前，犹太人将无辜的基督判处死刑。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大声喊道：‘让他的血滴在我们的头上，滴在我们子孙的头上。’”教士对他们说：“也许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所以让我们老老实实，让我们走，让我们按照要求去做。”

这一教堂门前的对话是一段纪实性的场面，从中可以感知这些波兰人用虚假的故事抹除难堪的记忆，以消除自我在灭绝犹太人事件中的罪恶感。我们还能看到一幕戏剧性的现场：在这群聊天的波兰人中间，斯莱伯尼克突然变得沉默不语。借这一纪实性的段落，影片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这些波兰人仍然在重复着过去的罪行。
[1]




（二）陌生化场景


1963年，杰茜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出版了《美国式死亡》一书，这是针对美国殡葬业最重要的调查性报道，它揭露了殡葬行业蛊惑并剥削顾客，牟取巨额暴利的手段和过程。在书中，作者犀利的眼光看穿了殡葬业玩弄的把戏，她用形象生动且想落天外的比喻来观照这透着铜臭的“临终关怀”：“当代美国的葬礼真像华丽的大制作一样，如果殡葬业者担任的是舞台监督，那么台上的明星就是躺在棺材里的死者。布景负责人、后台工作人员、配角阵容都是为了最有力地展示死者而设；没有死者，其他附加的任何东西也就没有意义——就像《王子复仇记》少了哈姆雷特。正是因为这个最终目的，各种价值不菲的商品和服务被堆积起来，让哀悼中的亲友眼花缭乱，荷包也不免大量出血。”
[2]



写作该书，需要在看似寻常的、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生活中，找到一针见血的切入点。作者调查研究的题材非同一般，展现这一领域的手法也很奇特。她把葬礼比作一台戏剧，各色人等都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殡葬业花样繁多的商品和一条龙的服务，都在利用不发声的死者，以及悲痛中的死者家属大发其财。调查记者米特福德的这种做法，与俄国形式主义者倡导的“陌生化”不谋而合，其效果也异曲同工。

从1913年到1930年，以雅克布森和斯克洛夫斯基为代表，在俄国盛行着一股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他们从反对形象语言入手，强调文学艺术的“文学性”，尤其张扬内在形式的革新与变化。在他们看来，艺术中的变化并非源于日常生活的变化，而是从可感觉的接受领域出发，不同形式递相嬗变的结果。怎样让最具创新性的艺术诞生？“陌生化”是他们诉诸的法宝：“被人们称作艺术的东西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重新去体验生活，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一种幻象的事物的感觉，而不是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反常化’程序及增加了感觉的难度与范围的高难形式的程序，这就是艺术的程序，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具有自我目的的，而且必须被强化；艺术是一种体验人造物的方式，而在艺术里所完成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3]



斯克洛夫斯基在《作为程序的艺术》一文中对“陌生化”做了如上的阐发。要感知和创造艺术，首先要消除认知上的障碍，屏蔽惯常而抽象的认识，去除一种“自动化”的惰性的理解。像滴答的时钟，像走路时摆动的手臂，这些机械的、熟悉的声音和动作一旦进入无意识的领域，人们就不再关注，也不受其影响。事物经过数次感觉，已经形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开始按照固定的刻板印象被认知，人们倾向于直接接受“成见”。这些“自动化”的认知定式，使得我们的感觉麻木不仁，蒙上了尘垢；昏昏欲睡之中，我们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熟视无睹。

陌生化，就是要打破自动化，摆脱机械性，通过变形增加难度，采取反常化、陌生化的程序，消除人们的审美疲劳，把人们从迟钝麻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其重新关注周围的世界，用另外一双眼睛进行审视，使石头成为石头。这样，再行激发人们的兴趣，恢复和唤醒人们对生活原初的新鲜的感觉，带着惊奇的眼光去观察、去感觉、去体验，原来司空见惯的东西就会焕然一新，散发出诗意的光辉；或者，因为主体和周围的事物太切近，为一定的氛围所笼罩，逐渐变得世故麻木，无知无觉。正如柏拉图“洞穴寓言”里的那个囚徒，从明处走向暗处，或从暗处走向明处，在短暂的眩晕之后，带着不同的眼光重新观察事物，就会发现其中的蹊跷。因此，隔开一段时空的距离，抽离“执着”的情感，用陌生化擦去蒙上的灰尘，原先随便放过不假思索的事物，此前沉湎其中而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的对象，就能得到艺术的观照。

使事物摆脱知觉的机械性，陌生化有以下具体做法：或者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并置在一起，从而产生新意；或者把它从日常生活中转移出来，当作材料，给予出乎意料的阐释；或者把它放置在新的语境中，赋予它一种变形的形式。要避免使用老套的话语，而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等手法，打乱正常顺序，使文学语言与熟悉的语言相互疏离、相互错位，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这诸种方法，在电影中，可以由摄影师借助比人眼高明的“电影眼睛”从不同的视点拍摄完成，也可以由剪辑师并置不同的镜头以达成蒙太奇的效果，还可以由导演采用特定的结构和叙事方法构建一个艺术的世界。

美学家桑塔耶纳曾说：“如果重复的刺激不是十分尖锐，我们顷刻之间就会淡忘了它们；像时钟的滴答一样，它们不过变成我们体内状态的一个要素。……我们习惯了的难看的东西，例如风景上的缺点，我们的衣服或墙壁的丑处，并不使我们难堪，这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的丑，而是因为我们习而不察。”
[4]

 陌生化就是打破原有的节奏与惯性的思维，重新给予尖锐的刺激，把美丽的事物凸显出来，把难看的东西和习焉不察的丑陋揭示出来。调查报告《美国式死亡》如此，纪录片《食品公司》也是如此。“你走进超市之中，在食物包装上看到农夫的图片、农场的围栏、粮仓，还有30年代风格的农舍和绿油油的牧草，这一切交织成一幅田园风光的假象。”置身于超市里的巨幅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普通人习以为常，并不去追究广告的欺诈与诱惑，也懒得去思考食物的来源。调查记者却不苟且地得过且过，而是在这些芸芸众生糊里糊涂的生活中，发现陌生的、奇特的事物，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去发现潜藏在假象背后的玄机。

对现实秉持一种诗意的观照，对生命保持一种崇高的敬畏，这是纪录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
 ）幽幽传达出来的主题。正如从片名所看到的，导演尚恩·莫森（Shaun Monson）生造了一个词语earthling，将动物当作“公民”，就是希冀观众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去感知动物的智慧、疼痛和情感，倡导包括动物在内的所有物种众生平等。影片显示，人类把动物当作宠物，当作食物、衣物的来源，用于娱乐和科学实验，在这些例行的日常生活背后，人类贪得无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残忍地屠杀和虐待动物。“人类依赖科技，远离大自然，塑造出属于人类的环境，并以有限的知识俯瞰生命与事物，只能片面得知世界真相的一角。人类所获得的是已经被扭曲的知识，利用它们填补我们的不足，在我们底下形成悲惨的命运。在其中，我们犯了巨大的错误，动物不应以人类的标准去量度，它们是另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族群。”影片中的这一段解说词正和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
 ）在《遥远的房屋》中的段落近似：“对于动物，我们人类需要持一种新的、更为明智，或许更为神秘主义的观点。现代文明中的人类远离广博的大自然，靠足智多谋而生存，是透过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由于动物的这种欠缺而以施恩者自居，同情它们投错了胎，地位卑微，命运悲惨。而我们恰恰就错在这里，因为动物是不应当由人来衡量的。”
[5]



在形式主义者看来，破除原有的知识体系，运用陌生化的手段，颠覆俗套的常规路数，自然能够开辟一个崭新的、革命的世界。像上帝创造万物，赋予事物以清新活泼的形式，艺术就能够出人意料地被创造出来。“一旦把走路变成舞蹈，脚的动作便会重新为我们感觉到，从而成为一种艺术。”从这个角度看，调查性纪录片采用的一些手法，比如拼贴、杂糅、戏仿、动画、讽刺，并不仅仅是时代的症候的反映和导演叙事的策略，艺术作品也需要借这些来证明自身的独立性，激发新奇感，刺激并引导人们平中见奇，从特殊的角度去观照此前被成见埋没的世界。

和普通的新闻相比，调查性纪录片更是一门艺术。它也介入当前的生活。一种常见的选题或主题就是关注人类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当前的生活状态。诸如资源利用、垃圾处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议题，调查记者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地带，用镜头捕捉最震撼人心的画面，以刺激渐趋麻木的人们。比如在《海豚湾》中，导演拍摄的血水染红海湾的纪实镜头，激发了观众最深切的同情。如果调查记者把目光从今天的影响投向对过去事件的调查，像《抢救切尔诺贝利》一片展开对苏联核泄漏事件的追踪，或者像《浩劫》《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那样，展开对大屠杀的历史事件的反省，他们就是站在今天的位置，用事件的余波和当前的遗存，借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的证词，与渐行渐远也渐趋模糊沉寂的历史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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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唤醒沉寂的历史

时间在飞驰，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转瞬已成陈迹。在沟通与交流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普通的新闻传播忙不迭地追逐着随时更新的消息，而历史的撰写仍在特定的框架之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甄别与筛选。在“历史的草稿”与“典范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大片被人遗忘或遭篡改的中间地带。调查记者于此间出场，唤醒一些沉寂的历史，努力给予既发事件一个相对周全而合理的解释。

那些遁入时间河流的人与事，留给后来者的是日渐稀薄的“历史遗存”。证据逐渐蒙上灰尘，当事人或亲历者渐趋凋零，人们的兴趣在衰减在转移，曾经引发的震撼或争议渐入忘川，一些压根儿就没有引发任何动静的历史事件更快地销声匿迹。有一些历史学者，也有一些调查记者沿着残存的蛛丝马迹，踏上了追溯历史查明真相的征程。调查记者主要从两方面“历史的遗存”切入过去的历史：一是查找分析保存下来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二是与时间赛跑，赶紧录制健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个人证词。


（一）引证文献资料


法国学者拉法艾尔·巴桑在论及纪录电影的起源及演变时对纪录片有着如下的认识：“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影片称为纪录电影。”在此，笔者的理解是，“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指的是在事发现场记录下来的影像，可供后来者研究、使用的视频信息资料（如直接电影）；而“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影片”则指的是汇编此前的文献资料影像而成的新影片（即通常所说的文献纪录片）。分别按这两种方法摄制的影片，或者混杂这两种方法摄制的影片，都具有格里尔逊在发明“纪录片”一词时所指的“纪录性”。纪录片就是生产这种“纪录性”的文献资料，同时又引用前人或同时代他人摄制的资料，融汇进新的文本；并且，这种文本如果经得起推敲论证，或者经不起论证被当作反面教材，又可能被其他人组织进更新的文本。这样，资料在不断地生产、挖掘和累积，也在经常性地被复制、被引用，以至于被编织成更大范围的互文性的文献资料库。

影像形式的文献资料，最成熟的是原有的纪录片或新闻片。通常认为，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与披露，随着后来的摄制者的不断寻找与开掘，又由于不同的解读角度赋予意义模糊的画面更新的阐释，将既有的影像资料汇编成的文献纪录片，就总会组织剪辑成一个理论上“后来居上”的文本。但其实不然。如果不能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原有的成果，如果刷新的当代解读不能相对客观地阐释搜罗而来的资料，那么拥有再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证影片逼近历史的真相。所以，很多文献纪录片一如既往地采取宏大叙事，代表着统治阶级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利益，实践着宣传教育与政治传播的功能。也因此，很多具有浓烈意识形态的文献纪录影片很难跨越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很难在区域、民族和国家的藩篱之外进行跨文化的传播。

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性纪录片另辟蹊径，首先质疑被原有的权威强势厘定的版本，质疑被普通大众惯性接受的解读。既有的影像不是拿来作为正面的论据，而只是作为历史的背景，或更多地当作被审视、被批判的“靶子”，在影像内部的缝隙中，在不同影像之间的矛盾中，有的放矢地发现背后被隐藏被遮掩的故事。1982年由凯文·拉夫提摄制的《原子咖啡馆》一片，除动画部分以外，影像全部来自过去由政府或军方拍摄的新闻片和纪录片。导演通过艺术的蒙太奇剪辑，相对客观地将世界首次核试验与冷战期间的核恐慌展示出来，更具讽刺性地将军政方面所做的误导性、欺骗性宣传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同样，1993年法国新浪潮导演克劳德·夏布罗尔（Claude Chabrol）的《铁蹄下的巴黎》（又译《维希视点》）一片，将二战期间维希政权与德国法西斯所拍摄的影像予以重新剪辑，把当年法德双方合谋利用影像进行欺骗宣传的事实毫不留情地揭发出来。正是这样，调查性纪录片隔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利用不同的“视点”读出不同的“像”外之义，赋予原有的影像以“反转”的价值。

对一些新闻片的重新解读乃至批判，则是很多调查性纪录片采取的策略，也是调查记者着力反思“拟态社会”的具体步骤。那些仓促之间对浅表现象的虚假报道，那些被权力与金钱所影响、所控制的媒介信息，因为曾进行公开的、大众的传播，不期然地成为人证俱在难以抵赖的“反证”。众多新闻媒体反复报道的画面，或者众多媒体均没有报道的场景，都可能成为调查记者攻击的目标。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观众可以看到，像“非洲杀人蜂”这样子虚乌有的故事，经过很多媒体放大而广为传播，恐慌成为一剂情绪的兴奋剂，得以有效地控制和摆布不知情的民众。《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界战争》一片则揭示了伊拉克战争前夕很多美国媒体众口一词的缘由：“作为忠诚的美国人，我们有义务在战争打响的时候闭上嘴。一旦对萨达姆的战争开始，我们希望每一个美国人都去支持我们的军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请闭嘴。”而在《看不见的战争》中，出镜的记者皮尔格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部影片的内容是你所看不见的战争画面。本片根据我个人作为战地记者的经验，主要针对美国、英国的主流电视频道，质疑媒体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为什么许多记者都只为战争敲边鼓，而忽略政府的谎言？当战争是一场罪行的时候，他们如何报道，如何协调报道的内容？”

传统的文献纪录片大多沿袭格里尔逊的思路，发展成通篇都是“画面加解说”的“形象化政论”，在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声”背后，隐匿着某一团体、组织、政党、国家机器主观性的宣传与规训。不少调查性纪录片继承了解说这一传统，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之作为批判的武器。在影片中，调查记者一改将解说者身份隐藏起来的做法，大大方方地走进画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早在1965年，英国导演彼得·沃金斯（Peter Walkins）就摄制出《战争游戏》一片，内有英国遭受核弹袭击的场面，对官方的媒介进行质疑与批判，向世界发出了“伯切特式”有关核危险的警告：“几乎所有热核武器相关问题，包括控制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影响，目前在官方发行的报纸和电视上均对此保持缄默，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希望犹存。可这种缄默真能带来希望吗？世界核武器总量，在过去五年已经翻了一番，相当于地球上每个人被绑上了20吨高效炸药，而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长。”《抢救切尔诺贝利》一片则以这样的画外解说开篇：“这是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这是一场无人知晓的残酷战役……这件事西方世界秘而不宣20年。这些画面都是首次披露，由暴露在核污染下的记者所拍摄，有些人已在稍后去世。这些画面还透露出一场隐秘的战事。”

在既有的影像之外，调查记者大大拓宽了文献资料的范围，把目光投向深藏不露的官方资料或机密文件，投向广大的民间自发拍摄的私影像，以此打破英雄崇拜，抓取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以揭露虚伪与谎言，抵达事件深层的真相。调查记者像《华氏911》那样得到线索，从布什总统访问的学校老师那里得到珍贵的影像，从媒体新闻片库获得剪余的材料，凸显出布什等一干人等在大众传媒的镜头前挤眉弄眼、用口水濡湿梳子的“后台”面目；或者像《维基解密的抗争》《看不见的战争》等片那样，利用朱利安·阿桑奇他们解密的机密文件，将驻伊美军乘坐军用直升机袭击平民的视频公之于众；或者利用家庭影像获取日常生活真实的“私记录”（如《追捕弗雷德曼家族》《卢旺达的鬼魂》），利用监视探头拍摄的影像复现事件发生时的真实场景（《科伦拜恩的保龄》），利用电话录音揭示案件背后真正的凶手（《细细的蓝线》），利用事件发生现场的录音呈现灾难性事件带来的震惊与恐怖（《华氏911》）。另如一些虐囚的照片（《标准流程》）、电视脱口秀节目（《科伦拜恩的保龄》）、广告视频（《食品公司》《医疗内幕》）、演讲录像（《难以忽视的真相》），还有一些书信（《华氏911》）、日记（《标准流程》）、诉讼案卷（《远离罪恶》）、档案文件（《华氏911》《医疗内幕》《寻找小糖人》）、病人登记簿（《红色高棉杀人机器》），等等，都成为调查记者获取的直接的、间接的或示意性的证据，从而展开对被调查对象有力的控诉与批判。

当然，也有的拍摄者拒绝使用文献资料，而宁愿用历史事件原发地点跨越时空的变化，宁愿用历史事件亲历者在今天的记忆与口述，宁愿用历史事件遗留在当事人身体上的疤痕和心灵上的创伤，来述说昨日事件在今天仍旧难以磨灭的深远的影响。在朗兹曼拍摄《浩劫》之前并非没有集中营的影像（如雷乃的《夜与雾》），但整个《浩劫》没有一点历史文献资料，没有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只有各种各样的面孔、与历史展开对话的各种声音，以及在饫血的大地上绿草青青的风景。对此，朗兹曼如此阐述他独特的观点：“比如说，如果真的一次有两千到三千个人在毒气室死亡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画面？事实上那样的画面也根本不可能被看到，因为毒气室在毒人之前是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的。那些资料给别人看的话，我觉得还不够让人震惊。《浩劫》这部影片是对记忆的重建。记忆是能够重建的，《浩劫》是公共记忆的重建。《浩劫》在事实当中已经不存在了，要让它重新活起来。”
[1]

 就是这样，影片让大地说话，让天空说话，赋予了面孔之外话语的力量。


（二）发掘口述历史


让饱经风霜和沧桑的个人开口，讲述陈年亲历亲受、耳闻目睹的前尘旧事，这种个人口述，或称“口述历史”
[2]

 。一般来说，它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合作的产物，采访者利用笔录、录音或录像等手段采访受访者，向当事人或知情者搜集有关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口头信息资料，随后核实整理以备深入研究和进入大众传播。

1942年，美国人约瑟夫·古尔德（Joseph Gould）提出了“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利用此方法完成对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采访。无疑，重视和实践“口述历史”与20世纪历史观念的变化相关，是对于传统观念之历史就是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精英史的反拨。由此可见“新史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历史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总体史，是活着的人重建重构的有关逝者的历史，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阐释的过去与他所处的当下之间的对话。

在英国学者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看来，口述史具有一种对传统历史的革命、挑战的色彩，有着与自上而下的社会精英史不同的“人民性”品格，也有着沟通阶级或阶层、促进相互理解的功能：“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构建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出自领袖人物，也可以出自许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它的帮助之下，各阶级之间、各代际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它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同样，口述史向公认的历史神话，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
[3]



口述历史向公认的历史神话和权威判断提出挑战。传统的历史多是统治阶级辩护其政权合法性和阐释特定时期政策、事件的文本，通过正史的撰写和代际的学校教育，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域内的所有人，成为维护特定集团利益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定时期的历史尤其是现当代史都具有某种宣传的意味。只有隔开一定的距离，才可能排除利害关系，相对客观地反映真实的历史。一些为政权党派鼓吹的宣传影片，如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也就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纪录片人永远洗脱不掉的污点。相反，像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的《猪年》，却能够跳出时代的局限而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唱反调，能够客观地展示“敌对方”首领胡志明的坚贞不屈与深受爱戴，以揭示越南战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预言不可逆转的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

口述历史能够拓宽历史的范围，关注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不是社会中心，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先锋艺术家们，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在政治史、经济史、革命史之外，有关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研究日益得到重视。《活着为了证明》聚焦因第175条刑事条例被关进集中营的10余万德国同性恋者，《陌生人的怀抱》则聚焦二战前夕被国际红十字会转移到英国的一万名德国犹太孩子，就是要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事件和人群留下痕迹。就是这样，口述的历史可以校正被统治权力抹杀或歪曲的历史，为粗略而抽象的统计增加具体而生动的细节，为只注重结果的叙述增添因果链条和中间过程。总之，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那些被触发的偶然的真实更是一种微观的史实，可以为历史补白，成为历史的一张拼图。

哥伦比亚大学开创的口述史工程，最初仍是从那些社会名流着手的。改变视角，关注普通人，并非不再关注那些位高权重的权力人士，忽略那些对社会与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精英分子”。对于越战、冷战、古巴危机，某个一线的战士、记者、谍报人员诚然可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但若能从当时的决策者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口中得到他本人的说法，尽管只是一面之词，却也富含揭开历史真相的材料与线索，其“证词”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便访谈中出现遮掩和歪曲，也自可以作为人类行为、情感和动机的一条例证，成为时代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一条索引。因此，由莫里斯拍摄的《战争迷雾》虽然不能揭开当年战事所有的秘密，甚至还会让人迷失在麦克纳马拉施放的“烟雾”之中，但毕竟赶在当事人离世之前留下了至为关键的口头证词。

口述历史不是口述者个人的事务，而是采访者与被访者合作的产物。在此过程之中，采访者的介入对挖掘出来的个人记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正是双方之间真诚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对话，才促成了口述历史这一专门学科的成长。在具体的操作中，采访者就像敲打燧石一般，通过不断的击打，打出火星取出火种。因此，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获得采访对象足够的信任，采访者才能进入被访者的心灵，进行“心灵考古”（陈墨语）。因此，口述历史不是采访对象的独白，而是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互动的对话。自然，也有例外情况。不期而至的采访，会使得采访对象无从回避与逃脱。《浩劫》导演朗兹曼列好调查对象名单后，为避免对方一口回绝，他不打电话预约，而是径直前往等候。他希望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获得对方最真实的反应与记忆。而在原一男所拍摄的影片《前进，永远的神军》中，那个粗鲁而执着的退伍军人奥崎谦三，为了获知二战期间日军一部在新几内亚岛遭遇围困而吃人的真相，不禁对昔日的战友大打出手。

奥崎谦三：我怎么说也曾是六联队的一员（上前抱住对方，大声呵斥），说出来又会如何？还说什么不知道！（摔倒对方，将其摁在榻榻米上，并骑在对方身上击打）傻瓜，是不是还想让我打你！

对方妻子（在一旁拉架）：让开，快住手。

奥崎谦三：你这混蛋，我是来查找真相的！

对方：谁还记得呢，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能会引起误解。

对方妻子：干吗要用暴力呢？

奥崎谦三：对你这种人就应该用暴力，暴力算什么，对你用暴力理所当然！（骑在对方身上，抡起手臂猛打）……

在《前进，永远的神军》一片中，采访对方拒绝合作是一个特例，奥崎谦三施加暴力也是一个特例（实际上，奥崎谦三并非本片的调查者，而是影片跟踪的一个民间调查者），但这说明，要想“敲开”沉默者的嘴巴（“沉默的螺旋”是另外一种沉默），有时候常规的做法难以奏效，“以理性的方式对待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李普曼语）。这也从反面说明，个人的记忆可能躲藏在自我利益与当前伦理价值观的背后，难以被他人准确地侦知。

作为个人的记忆，个人口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就备受关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个人记忆受民族心理构图的影响，受社会政治权力的影响，受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影响。个体打开并道出的记忆是向采访者打开了约哈瑞的那一扇“我知而你不知”的窗口，它与自我和群体认同有关，与个体的身份地位、当前利益、健康状况、记忆能力相关，与想象、怀旧心理、选择性记忆、动机性遗忘等心理因素相关。甚至，受访对象吐露的心曲，可能带着浓郁的、社会化的表演痕迹，而大众媒介的参与、学校教育的代际传播、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宣传与广告机制，都给个人记忆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就是说，个人记忆并非清澈见底的一池清泉，诸多因素可能搅浑了这口幽深古井中的水，它们赋予个人的记忆层层筛选机制。因此，经过自我审查的记忆只是受访者立足当下，与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开的一场有待证实或证伪的对话。也因此，不同受访对象可能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历史中的事件与人物发出多元的、差异化的多声部声音。历史学家勒高夫就对这场对话中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动力关系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他看来，历史现象常常为集体记忆所操纵，旨在对记忆和传统进行支配的争斗，即操纵记忆的争斗，各个时期的社会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发达社会里，新档案、口语档案、视听档案都没有逃脱执政者的监控，他们甚至可以监控这种记忆，又可以严密控制制作这类记忆的工具，尤其是广播、电视。”
[4]

 而在《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这部动画纪录片中，拍摄者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黎巴嫩难民营大屠杀这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一直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徘徊，目睹战友受噩梦与现实纠缠不清的煎熬，因此发出关于记忆的一番哲学思考：“记忆是不断变化的，是活的，如果有什么细节缺失了，记忆就会用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补上。”针对自己记不起来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他分析原因：“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选择性失忆，一旦逃离现场，就觉得刚经历过的事只是一个梦。”

在调查性纪录片中，更多的是对多人进行采访，再通过交叉剪辑的方式以显示这些不同声部的证词，让其互相证实或证伪。一些历史事件的幸存者，他们告知调查记者的是创伤性记忆，它们带着身体的记忆，带着铭刻下来的心理创伤，自然显得格外真实。比如在《浩劫》中那些幸存者的证言就显得确凿可信，而当时的法西斯分子、为虎作伥的帮凶们所称的“不知情”“不是我的责任”等辩白，透过他们的身体语言，透过不同声部之间言语的缝隙，观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回避责任，在闪烁其词。

与记忆相关的是遗忘。因为生理、年龄的因素，因为有违当前的价值体系、权力系统，因为涉及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很多人选择了遗忘（选择性记忆就是一种选择性遗忘）。前述奥崎谦三不相信战友的遗忘，他要撬开他们紧闭的嘴巴。个人层面如此，国家层面也可能有意无意地用遗忘去抹除过去的灾难、走过的弯路和犯下的罪行。调查记者于此却不轻易放过，“为了忘却的纪念”，执着地要从过去惨痛的教训中获得反省的力量，以前车之鉴来警醒人们，避免重蹈覆辙的危险。从一些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角度而言，有一部分幸存者把伤痛深埋心底，不愿或不堪回首昔日的痛苦。但是，被刻意回避的创伤并未因此而最终消散，它仍然在心灵深处隐隐生疼。或许，对一些人来说彻底的回顾与清算并不是再次的伤害，而是为郁积的情感找到一个宣泄与解脱的出口。在《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昔日大屠杀的幸存者发出感言：“我不想向这些人复仇，而是去遗忘，可这不像经过一片沼泽之后，晾晾干就可以忘记。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即使经过二十年后也没有晾干。……只要我活着，就什么也没有抹去。”“因为我们回忆的不是一段美好的历史，我们只谈论这段难以承受的过去，这段我们无法逃脱的历史。……我试图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使它具有一个意义。”

当然，个人口述在经过专业人士整理后会转换成以文字形式出版的口述历史，这种口述历史往往会带着专业人士整理编辑的“刀痕”。像唐德刚撰述《李宗仁回忆录》，他就“箍”掉了李宗仁的口头禅“几希”，也“箍”掉了李宗仁在口述中出现的记忆失真，更“箍”掉了唐德刚本人提出的问题。
[5]

 这样的“口述历史”在历史信息方面无懈可击，但也颇具争议，因为现存的文本没能完完全全呈现采访当时的真实的李宗仁。同样，在调查性纪录片中，难免因为审美的因素而对原始的“音像”动一些裁剪挪位的“手术”，也可能出于全片风格的考虑，完全删除采访者的话语，还可能剪切整段采访，打散前后顺序，进行交叉剪辑。这样做的结果，轻则有违当时的采访实际，重则断章取义，违背说话者原本的意图或逻辑关系，背离揭露真相的初衷而走向反面，用“艺术”的蒙太奇手法遮蔽、歪曲个人的证词。



注释


[1]
 张献民．关于《浩劫》——张献民采访克劳德·朗兹曼［R／OL］．（2004- 10- 25）［2018-01- 06］．http：／／www．cctv．com／program／dsfys／20041025／101641．shtml．


[2]
 对于“口述历史”，本文暂从众说。在纪录片中，多是剪辑片段的“个人口述”，而不是完整的个人生命历史。在笔者看来，口述历史的信息多为口述者背靠今天对过去的回望与对话。对它的重视与实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史学”整体的社会史观，有着自下而上的“人民性”，但它最终能否纳入历史学家独立撰述或国家政府组织撰写的“典范历史”，还不能盲目乐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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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高夫．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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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M］／／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757．


三、霸道的权力与资本

“知识界本身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的外力的威胁，其中最可怕的外力，在今天，要算是新闻业了，而新闻业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或多或少阴险狡诈的政治权力，通过广告及广告客户而对报纸的财政状况施加压力的经济权力。”
[1]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对知识界的独立性、自主性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在他看来，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最终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威胁，而反映社会及其结构的新闻夹在其中，既制人又受制于人：它持续不断地“做新闻”，既有影响议程设置、主导公共舆论的权力，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控制。

不仅是知识界，整个社会都受到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对信息的控制加深了肆无忌惮的控制的力度。很多调查性纪录片顶着权力和资本的压力，逆流而上，意欲揭示附着在权力和资本上面的负能量，把它们无孔不入而又无所不能的霸道行径充分展示出来。


（一）对社会的影响


对于权力，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权力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
[2]

 在韦伯眼里，权力就是一种强制性权力，拥有这种权力，就可以无视他人的意志，按自我的意志发出命令要求他人绝对服从。这是一种支配、控制他人的力量，为了保证与满足个人的利益，可以剥夺他人的自由、尊严、财产，乃至生命，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强制性权力体现在《标准流程》《驶往阴霾的出租》中，是美方军人关押所谓的恐怖分子嫌犯，并不遵守国际通行的《日内瓦公约》，而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与虐囚。在《浩劫》《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等影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受某一信念的驱使，一些法西斯分子或流氓无赖，利用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这里有很多鬼魂，因为有很多人是在这里被杀的，……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他们刚到的时候都很健康，等到了这里，他们都被暴打，……然后死了，然后被拖到这里，扔到那里。最初，他们被殴打致死，但太多的血，太多的血，到处都是，所以当我们清理干净，这里气味还是很难闻。为了避免太多的血，我开始用这种手法，……就是这个方法，不会流太多的血。”如是，《杀戮演绎》中一名原刽子手在镜头前演示他实施这一强制权力的过程。

马克斯·韦伯所谓“贯彻意志的机会之基础”，指的是权力的来源，是谁或什么机制赋予了个体或组织以权力。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制度性权力以及从经济角度出发的生产性权力是权力的两大生成机制。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统治权、管理权等公共权力是制度性权力最典型的代表。在理想的民主国家中，社会由民选的管理者代行某种权力，分配稀缺的资源以协调发展。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予与认可，国家公职人员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也因此拥有相应的报酬和权力。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为公共利益谋福利往往可能与为个人谋私利发生冲突，国家公职人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稀缺资源进行再分配时，就可能发生贪污腐败或权力寻租的行为，并且由于这种权力只能在任期之内短暂行使，“任期不用，过期作废”，因此可能加剧公共权力的腐败，且扩展、延伸受益范围以惠及配偶子弟。为了防止这种制度性权力的滥用，保持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成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即使在监督机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上述链条也可能出现漏洞，腐败现象也难以避免。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曾在25个国家就是否存在腐败，以及政府的透明程度开展广泛的调查。曾经来华的菲律宾调查报道中心主任莎伊尔·克罗内尔介绍东南亚调查腐败的经验时说：“调查性报道令人激动之处是一定要调查官员的资产，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菲律宾、泰国的记者把政府官员自己公布的数字和他们实际财产加以对比，看看他们公布的是否真实的数据，是否在撒谎、隐瞒。”
[3]

 在《华氏911》中，导演迈克·摩尔就剪辑了片段影像，显示小布什坦承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就曾利用“老子”的关系获取了个人私利：“当你是总统的儿子，你会有很多渠道关系，和一些在他竞选之前就有的人际关系。在华盛顿，人们都清楚，人际关系就是力量。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父亲谈。”BBC记者曾在暗访中自称来自一家咨询公司，一些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联系颇多的中间人向其承诺，能通过贿赂等手段给伦敦拉来50多张选票，这表明伦敦申奥过程中可能存在“金钱换选票”的幕后交易。在PBS摄制的《黑金》一片中，公共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在调查记者的镜头前更是大言不惭，振振有词：“如果说腐败只有我们一家，我肯定不高兴。对于贪污指控我会做如下回应：过去30年里，这种丑闻屡见不鲜。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能把我怎么样，贪污又不是我们发明的，从亚当和夏娃时就存在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人性使然，我们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邪恶。”

生产性权力，以货币与资本为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逻辑表现为对劳动力的占有与支配，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与掠夺。工人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必须服从资本的意志，服从资本家的意志。其结果，财富的创造者不拥有财富，不创造财富的资本家却占有大量的财富，货币与资本因此拥有对无酬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拥有因财富这种物权而带来的各种特权。并且，随着生产与贸易的全球化发展，货币与资本更突破行政权力行使的地域限制，在世界市场上高歌而进，掌握着支配世界、统治世界的霸权。日本NHK制作的纪录片《世界粮价飞涨的背后》就相对真实地反映了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之后，财力雄厚的跨国集团成为人类衣食住行各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幕后推手。在《超码的我》一片中，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公司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它改变着地球人的饮食习惯，影响着全人类的健康与生命。而《食品公司》《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等影片，对人类食物来源进行深入的调查，对转基因食品和农药使用带来的安全问题予以关注。在“超级工厂”系列片，以及《牛仔裤的秘密》《我们每日的面包》等影片中，这些跨国集团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对生产资源的开发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糟践令人触目惊心，而为这些资本与货币“打工”的一线工作人员被劳动异化，成为运转中的资本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权力与资本联姻会产生垄断性的霸权，在一国之内赚取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在世界范围更是推行商品趋同、标准统一、价值一致的世界权力。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假借着民主与自由的名义，妄图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撰写《恐怖主义文化》《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与践踏民主》等政论性书籍，永不停息、不遗余力地对强权展开批判。国际事务专家约翰·伊肯伯里针对2002年美国宣告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解释：“一个大战略，其出发点是要致力维护一个无人能与美国相抗的单极世界”，“在新推出的大战略中，美国的形象是一个要完全改写传统的国家，它打算拿暂时拥有的优势做赌注，赚来一个由美国发号施令的世界秩序”。
[4]

 《华氏911》一片就在揭示布什政权利用“9·11”事件激发人们普遍生出的恐怖心理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压制和剥夺国内的民主与自由，并践踏国际通行规范与法则，带给第三世界以无穷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相对于公共权力这种宏观的权力，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更深入地挖掘潜藏在学校、军队、监狱、精神病院等机构背后的日常的微观权力；相对于货币资本这种有形的资本，另一位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则结合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社会声望、地位、知识、职称等社会关系权力场中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于福柯来说，这种权力不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市场机制和阶级团体等组织性、机构性力量，而是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之中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细微而隐蔽的力量（中国学人王汎森曾撰写《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一书讨论这个问题），是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身体和生命过程，并对个人的言行举止、生命节奏进行管理控制的知识权力、话语权力和规训权力。规训是一种包括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和目标的“权力物理学”和“权力解剖学”，“‘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扬扬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
[5]



对于布尔迪厄来说，资本是一种用时间而不是借投机的累积的劳动，是一种铭刻在客体与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以往的经济理论简化了交换关系，偏重物质类型的资本，但从场域的角度考虑，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态：“（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化为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6]



福柯的规训权力，在21世纪的关塔那摩监狱体现得非常充分。“我负责对付囚犯，……会看到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人被铐成痛苦的姿势，叫他们站在箱子上做青蛙跳，或上下跑楼梯之类的。……但我们抵达时就已经有先例，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所以没有问题。”《标准流程》一片中的施虐者如此解释虐囚事件，“当你把这件事看成媒体大新闻，你就失焦了。这些照片确实描述了数个个别事件，其中可能有虐待，也可能是标准作业程序。而你只能呈现所知的事实，你不能在法庭上掺入感情或政治。”在这由军队关押并审讯“敌方战斗人员”的“法外之地”，规训的权力俨然形成“没有问题”的传统，与情感无关、与道德无关，体现为一种冷冰冰的技术程序。在《医疗内幕》中，保险公司网罗一批医学专家，千方百计地寻找投保人的漏洞，以拒绝支付保险金额，从而为公司省钱以保证其利益，并带给自己高额的奖金。这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编织起一张欺骗之网，以换取个人或公司的经济资本，同时也在削弱他人的经济资本并最终损害社会的公平与信任。

对于调查记者，他们被认为具有“第四种权力”，也能够利用从社交网络中发展起来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开展调查研究，但他们在挖掘信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进行舆论监督之际，对货币资本的败德行为予以揭露批判之时，必须面对的是公共权力和货币资本对他们的粗暴干涉或优雅规训。


（二）对信息的控制


公共权力和货币资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既深且广，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新闻业也概莫能外，受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控制，信息也就不能在社会各领域、各角落自由地传播。从传播的链条来说，传播活动所处的社会语境——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最为典型，作为把关人的传播者与并非消极被动的受众，都对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产生影响，选择信息就像过滤一样，层层筛选，最终合成一个不能像镜子一般反映真实的“拟态社会”。

对信息的管控，有的显，有的隐，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是事前审查，有的是秋后算账，它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新闻自由、新闻真实、媒体的运作与经营、民众的知情权、新闻法律、新闻伦理道德等多个议题。赫伯特·阿特休尔（Herbert Altchull）认为，无论是在苏联这样的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媒介都是工具，支持那些使它们得以出版的人的利益”
[7]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认为，新闻传播媒介的控制与使用始终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信息的专门使用权被认为是通向权力的通道。对于传播媒介的控制通常是取得政治权力的首要一步。位于现代组织机构中心的信息机构传播信息的方式永远不是随意的”。“今天，在新的通信设备的武装下，美国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得到无法估量的加强。”
[8]



在控制信息、控制媒体的多种权力中，国家、政府（执政党）的权力是最根本的、最显著的力量。要赢得权力，巩固权力，阐释政权的合法性，将政党政权的局部利益解释成全民性、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就要利用和管控媒体，从意识形态角度展开宣传，制造有利于权力拥有者既得利益的公众舆论。在具体的操作中，是否赋予并保障公民、组织、媒体机构享有充分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否假借国家安全控制信息流通搪塞民众的知情权？对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又能容许怎样的批评尺度？……赫伯特·席勒对此并不乐观，他指出：“由广告商赞助的私人电视台很少能够提供批评节目，而由政府资助的非商业性的传播机构就能够提供这种节目吗？……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由总统任命总裁、资金来源于国会的年度核准的公共公司能够对统治集团的观点开展独立的、持续的批评。同样，也不能指望美国之音会把反对美国与越南交战的美国和平运动作为其权威信息向东南亚传播。”
[9]



人们所知多少，主要取决于手中权力的大小。往往，国家和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制定传播规则逼迫媒体就范，发布“权威”的官方信息来规训普通大众。在《看不见的战争》中，军队就组织“嵌入”记者随行，报道仪式性的“媒介事件”；若有记者有违意图和训令，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丧失采访机会。美国等国家一直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通缉“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这种严峻的高压形势下，只有少数的媒体坚持操守与品格，敢于触犯“龙鳞”，披露公共权力机关“规训”媒体、控制信息的幕后故事，如《猪年》就能在越战激战正酣之际，对政府和军队的政策进行质疑，而《华氏911》也能在全国反恐报复的情绪之中，对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展开批判，从而体现出独立的调查记者敢于突破各种阻挠与障碍，实施对公共权力、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的勇气。

货币和资本对信息的操纵相对隐匿一些，它用经济的杠杆控制着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在全球化市场，跨国公司以雄厚的实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影响着媒体的经营与运作。作为实现财务收支平衡的主要来源，大型企业的广告商插手信息的生产，成为决定信息内容及其呈现方式的幕后推手。媒介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媒介逼上市场的轨道，经济的压力迫使一些传媒机构放弃舆论监督、守望社会的“看门狗”职责，俯首向资本称臣，成为为其商品和利益摇旗助威的“哈巴狗”。加之，跨国传媒集团本身也有着生存逐利的动机，在信息选择时不是遵循新闻价值而是考虑经济效果，自然也就屏蔽一些触动自身和广告商利益的信息。考察媒介权力的阿特休尔对不同社会形态的认识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他也发现，“事实上，正如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世界新闻媒介的内容受到商业势力的影响，充当了广告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开路先锋”。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作用。”
[10]



纪录片《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就揭露了大型跨国企业与公共权力机关（当地政府）合谋，隐瞒信息，欺诈百姓的真相。作为一家生产“农达”农药起家的公司，孟山都排出的废水含有剧毒，多次报告和记录都证据充分，但却被当作“机密文件”不予公开。“安尼斯顿的居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毒物，因为该公司连一美元都不愿损失。直到律师代表安尼斯顿的居民将他们告上法庭，并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迫使该公司交出这些内部机密文件，我们才知道他们在隐瞒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危害，但却通过制造谎言，向居民隐瞒实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向政府当局隐瞒真相。最后，该公司把本应及早报告的危害告知了政府，但政府却没有站在被毒害的居民一边，反而和该公司一起保守秘密。”

很多时候，公共权力和货币资本都通过媒体自身来实现对信息的管控。权力机关（政府）内部的信息来源影响着媒体在行业领域的竞争力，广告商的加盟或撤资对媒体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权力与金钱的挤压下，新闻专业主义、媒体记者的理想与情怀都可能败下阵来，将这外部的压力内化为自我的审查，去趋奉、去迎合、去维护某一时期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因此，在一些“威权”国家，还存在权力机关对媒体经营、人事的直接控制，而在更多的“民主”国家，权力和资本是通过气候、市场这些看不见的手，迫使媒体乖乖听命的。这样，担负着监测环境功能的媒体就可能一步步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或主动或被动地沦为政治与经济的附庸。《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界战争》一片就显示，福克斯严格按照白宫的剧本演出，是共和党的附属物；在这个传媒集团内部，自我审查蔚然成风，有独立思想的记者编辑受到排挤打压，甚至在离开福克斯之后仍然有人在试图毁掉其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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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性的缺陷与弱点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1]

 在西方，人们从《圣经》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因而犯下“原罪”出发，普遍认为人性本恶，为了维持社会良性运转，就要用外在的制度性力量进行限制与防范。“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来约束权力。”

其实，无论滥用权力还是约束权力，都不是抽象的权力，而是具体的人在贯彻实施。人为什么容易堕落，为什么容易滥用权力，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是关系着对人的本质——人性的认识。正如调查记者不是去歌颂真善美的东西，而是去揭露假丑恶的事物，他在展开调查时，努力发掘的不是人性的优点，而是从具体的案例中窥见人性的弱点。


（一）性善还是性恶


在儒学与中国哲学中，人性是一个聚讼纷纷、争议不断的大问题。孔子很少谈论人性，他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肯定人的天性本来十分接近，但后天的学习却产生了差异。在孔子之后，思想家告子倡导“性无善无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孟子驳斥告子并提出了“性善说”，后来的荀子又驳斥孟子而提出了“性恶说”。在人性问题的探索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

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像水之趋下一样确定无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仁义礼智这四端为人性所“固有”，不是从外到内的“外铄”，它发而为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在另一处，孟子援引孺子入井的例子并做了发挥：“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用现在的话说，人与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有同情心和羞耻心，懂得敬畏，分得清是非。如果这些都做不到，就简直不是人！孟子于此并没有说清人为什么会作恶，只是把有道德的向善的人当作人，而认为那些没有道德感的人徒具人的皮囊，缺乏做人的资格。

荀子看到孟子“性善说”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这里的“伪”，并非虚伪之德，而是人为之功。在荀子看来，仁义礼智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善端，它们得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为此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

古代哲人关于人性善恶之争，着力探讨个体初始的本质，这个问题分辨不清，自然影响社会化成长中教育的定位和路径。如果一个人天性向善，那么社会只要提供适当的生存环境，任其自然成长即可。如果一个人天性向恶，那么社会必须借助各种制度对其严加控制，才可以改变其劣根性，使之归之于善。随着现代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行为有了深入的认识，对人类的道德和伦理的复杂性也有了更科学的了解。伦理学家摩尔提出：“在这场古老的辩论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恶社会诱惑而堕落，或者人性本恶因社会而得到救赎？在做选择之前，请先考虑第三种观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狱卒。也许是社会情景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或潜能会得到发展。”
[2]



在摩尔看来，善与恶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恶与大善之外，既有包含着某些实在的善事物或者美事物的要素的恶之整体的“混合恶”，也有包含着实在恶的要素但以善为整体的“混合善”
[3]

 。而在弗莱彻眼中，善与恶的判定，必须根据特定的境遇进行综合计算（比如计算二战期间投放原子弹的利弊）：“境遇伦理学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倾向，要求彻底改变传统方法。它注重实例，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观点出发，努力引证而不是演绎出只供暂时地适当保持的某些‘一般’观念。它完全根据实际问题的具体特性来解决问题，它战战兢兢地服从的只有爱的规则。”
[4]

 而以斯坦福监狱实验而“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津巴多则探索了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一阴暗心灵的历程，他再三强调从情景的角度去理解善与恶的“弹性”：“试图去理解情景与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
[5]



孟子所举孺子入井的例子就是一个情景，置身这样的处境，同类意识自然激发对其他个体，尤其是弱小个体的同情和关爱，并促使人们采取实际行动，施加援手以改变对方困厄苦难的处境。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不是“乍见”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而是触目皆是这种遭遇，甚至自己本身也时常深受其苦，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这将导致“精神麻痹”，个体将不自觉地忽略其痛苦，并为了保全个体生命放弃较高层次的需求，如尊严的需求，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甚至放弃作为人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而在信息社会中，由各种媒介将世界各地的灾难性新闻拉近到人们的客厅中，嵌入到五光十色的娱乐性、消费性信息中，并快速地被其他信息所覆盖所更替，由此而生出有些冷漠的、虚假的“拟态社会”。浏览着这些在遥远的地方此伏彼起的事件，只要事不关己，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就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免疫的“老茧”，再也感受不到那最初的震撼性体验，也启动不了人性良善的本心或向善的初心。

与同类意识、同情之心相反的是对同类的残杀，毫无道理、没有人性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始终都在发生。在《浩劫》《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等纪录片中，调查记者在不断上演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事件中质询人类的“为恶多端”。

“每天两勺米汤，我以为我快死了。我不知道这种野蛮行径的原因是什么。你们在这儿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的幸存者在质问昔日的监狱狱卒。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犹疑，面对敌人必须坚定不移，不管他是父母、兄弟。”但是“你作为一个人独立思考的人能力丧失了”。“我忠于党，尊敬并服从它，我严格遵守Angkar的纪律，……为了表现，……为了让他们信任我杀了人。”

紧接着，大屠杀的幸存者发出质问：“你们把人性杀光了，……你们杀他们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只想着服从），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的良知。……一点人性都不剩下。”

在《红色高棉杀人机器》的开头，导演动员一个过去的狱卒参与拍摄。这个曾经为虎作伥、杀人如麻的狱卒“一想起那事，我整天不舒服，吃不下东西”。他毕竟人性未泯，还有些愧疚，过去犯下的罪行在他身上留下永久的身体记忆。他们的父母认为沾满鲜血的儿子不再是原先那个儿子，而是被教坏了的杀人的暴徒，他们鼓励他站出来：“你要说出真相，100还是200，无论谁杀的他们。……你杀了人，说出真相，并搞一个仪式，为死去的人祈祷，他们会因此宁静，将来也就不会遭到报应。”

而在《杀戮演绎》的开头，拍摄者用字幕告诉观众：“当我们遇到这些杀人者时，他们很自豪地把他们所做过的事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任由他们选择方式重现当时的杀戮情景。”在整个《杀戮演绎》一片中，我们只看到杀人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没有丝毫的忏悔，他们绝大多数人身居高位，不是心有戚戚而是得意扬扬地演绎过去所犯下去的罪恶行径。在被问及人道和国际准则时，他们甚至辩解得振振有词：“我不需要赞同那些国际法律，当布什当权时，古巴关塔那摩监狱是合法的。……当时，布什说是对的，但现在是错的。《日内瓦公约》或许今天是人道的，以后我们会有我们的‘雅加达公约’替换掉《日内瓦公约》。只有胜利者才能定义‘战争罪行’。我是胜利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义，我不需要遵从国际上的定义。”

为什么会发生人类相残的悲剧？为什么在悲剧发生过后，昔日的同谋者、犯罪者（参见《浩劫》一片）还口口声声地辩解“这不是我的责任”？为什么“美莱村惨案”中美军所属部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战争中的罪行？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审视团体之恶，认为团体中的专业分工助长了人类邪恶的人性：“一旦个人在团体中扮演了专业分工的角色，个体便很容易将道德责任推卸给团体中的其他成员。这样，不仅个体将会泯灭良心，整个团体的良心也会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弱化到完全消失。”
[6]

 在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看来，群体可以传染，具有匿名性，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
[7]

 在团体或群体中，个人消隐，道德因此松绑，就可以为非作歹。受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群体的暴力最容易发生。“群体情感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意识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所以全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勾当。”
[8]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Ⅱ》和莫里斯的纪录片《标准流程》都对美军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进行了曝光，后者更找到了那些参与虐囚和拍照的军人，询问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其中有一段不是造成肉体痛苦而是形成心理焦虑的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一个戴着面罩的囚犯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瓦楞纸箱上面，两只缠着电线的手向外伸展。戴维斯中士让他相信，他只要从纸箱上掉落，就会被电死。“他只是非常累，非常累。……我到的时候，他在淋浴间，手指上缠有电线，他们告诉他，如果他掉下来就会被电死。电线并没有通电。若说如果你掉下来就会被电死，那绝对会让任何人保持清醒，所以那是不让他们睡觉的计划之一。”这是事件曝光之后当事人之一在《标准流程》中面对镜头做出的“供词”。在这个由军队掌管的监狱，虐囚事件并不是一小撮“流氓军人”犯下的罪案，而是系统性的虐待行为，是按照“计划”实施的“标准流程”。也就是说，事件本身远不是一群“害群之马”，而是军队这个“大染缸”改变了个体的行为。

为什么有些人把虐待他人当作寻欢作乐的游戏？为什么有些屠杀者在无情虐待或血腥残杀他人时还要留下自己“施虐”的照片？为什么在军队这样的团体，为数更多的不参与恶行但目睹恶行发生的众人会隐瞒真相不发一言？……面对这些问题，学者詹姆斯·施莱辛格、苏珊·菲斯克做出结论说，造成阿布格莱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寻常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异常的个人邪恶特质。这些社会过程包括从众、社会化的服从权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见、情景压力等。监制《杀戮演绎》的莫里斯认为杀人者乐意演绎杀人这件事本身就“骇人听闻”：“这部影片充满了神秘元素，他们为什么要在镜头前把罪行重演一遍？……他们都是在演戏吗？难道都是假的吗？是否说明我们必须自我蒙蔽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罪恶感和羞耻心都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和内心的实际情况有多大落差。……假设你犯下了滔天大罪，得到的却不是报应，而是奖励，然后过了四十年，你的所作所为仍然记忆犹新，这些经历永远是记忆的一部分，它对人有什么影响吗？你是否可以犯下弥天大罪，而不受任何惩罚？我的意思不只是刑事和法律上的惩罚，而是心理上的惩罚。它对你的人生乃至对你整个人，还有你的自我认知究竟有什么影响？这才是这部影片的重心所在，也是我认为它最有力、最震撼的地方。”


（二）自利的“经济人”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五类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人人都有这些需求并希望得到满足，而在自然与社会中存在，面对有限的资源，完全可能因此发生矛盾乃至冲突。不从本源上探讨人性的善恶，但为满足自我的需要，就可能表现出人性的善与人性的恶。

满足自我的需求，在撰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看来，它是个人最恒久、最强劲的自利的动机。每一个个体掌握特定的技能，在分工的社会中尽可能生产、提供可供交换的物品和服务，但归根到底都是出于自利：“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9]

 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非完全利己，更不是损人利己，而是为己利他。劳动者越能勤奋劳动，他就越能发挥自己的秉性和特长，他为自己也为他人提供的产品和剩余价值也就越丰富，而整个社会也因此得到发展。“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10]



在中国儒家传统的哲学中，功利是与道义对立的概念。“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任何事功，都不应为己身的私利着想，而应舍己为人，为他人、为公众、为人类谋求幸福。然而，伦理学家深入探讨人性，最终发现，崇高的道德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美好的愿望，“任何一个社会，不论该社会是如何败坏还是如何美好，其多数的、恒久的行为，亦即绝大多数人的多数的、恒久的行为，必定是为己利他；而其他一切行为——亦即损人利己、无私利他、单纯利己、纯粹害人、纯粹害己——之和，也都只能是偶尔的、少数的。这是伦理行为类型之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统计性客观规律”
[11]

 。因此，不义而富且贵固然有违道德，但完全可能也应该容许甚至鼓励个体按照社会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获得自己的利益，既富且贵，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得到后来公共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的修正。在经济贸易领域，努力降低成本扩大收益，这是所有人都期望达到的效果，也就是所有的理性经济人自发自愿并持续不断地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的原始动力。对于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来说，因为信息不对称，个体很难获得完全信息，因此个体的理性不是完全的理性，而只能是相对有限的理性。根据有限理性，虽然每个人都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但现实的情况是，他只能取得相对满意的结果。对于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来说，利益的最大化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应从物质领域扩充到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个体在经济市场上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在非经济行为中则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体现在政治上是追求政治支持（选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个体不仅汲汲于利，也汲汲于名，追求被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不同资本也可相对转换的角度言，社会资本（如名望、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经济资本，追名和逐利看似两截实则相通，路径不同但效用一致。

在探讨人性的善恶时偏重揭露人性的丑恶，与此相同，调查记者在考察人性为己和利他之时，并不着重去阐扬某些道德高尚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而是侧重揭露一部分人、组织机构、政府机关并不遵循多数人遵循的为己利他行为，揭露那些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地去纯粹利己，甚至损人利己的不当行为。这些人即使根据有限理性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迫使他人或广大的消费者只能获得欠满意的效用，而自身却能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获得更为满意的结果。

一些事涉商品质量案件的公司，不是假冒伪劣，就是潜藏安全的风险，还通过虚假的广告吸引潜在的顾客。在这样的经济活动中，生产者并不遵守社会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为了满足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或多数人的利益。英国的调查记者菲利普·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几经周折，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做了沙利度胺药品丑闻的报道，该药品含有毒素，导致1950年代和1960年代众多的婴儿畸形。在1954年，这种“神奇”的镇静药物被德国一家公司格兰泰生产出来之后，“格兰泰公司急切地想把它的新发明转化成金钱，很快就把这种药品卖向全世界市场，还积极宣传它是治疗孕妇呕吐恶心症状的最佳药物，并且强调药物非常安全——既不会对母亲，也不会对子宫中的胎儿造成伤害。”
[12]

 同样，孟山都公司是一家美国的化学企业，它生产的多氯联苯物PCB销售了50多年并获得了巨大利润。2002年，《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报告指出，孟山都隐瞒PCB污染环境的真相长达数十年，污染事故发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市的孟山都PCB化工厂内，PCB污染或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当地居民脑肿瘤和肺癌、心脏病、肝炎、糖尿病等疾病发病率的不断上升和过早死亡。在纪录片《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中，跟随调查记者的脚步，聆听当事人、专业人士的讲述，观众就能从中获知一个唯利是图的公司对当地乃至全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超码的我》中，拍摄者揭示了快餐企业麦当劳在全世界雨后春笋似的发展。麦当劳的“大份”“大杯”并没有让渡给消费者好处，带给人们健康的食品，而是借此“优惠”政策，对自己的商品更加广而告之，以诱惑更多消费者前去参与消费。《食品公司》一片显示，食品的来源问题经常为消费者所忽略，而现代化食品工业却为了获得更多的牛奶，暗地里使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节约成本，食品公司给鱼、牛喂万能的玉米；一些病菌如埃舍利希氏大肠杆菌，不止出现在碎牛肉里，也出现在菠菜和苹果汁里；而孟山都公司开发出转基因大豆，以保护专利产品为由，对农户进行垄断性的控制。在《海豚湾》中，日本的渔民为了地域的局部利益，一如既往地猎杀海豚。而更多的生产性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惜破坏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于此，调查记者记录着“人造风景”，告知人们“难以忽视的真相”。

以深度暗访调查见长的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多年来一直坚持推出原创性的调查类电视专题节目。2011年，栏目播出跟踪南京市场上的“瘦肉”来源并揭露双汇集团使用“瘦肉精”的《“健美猪”真相》，2012年又播出浙江新昌部分胶囊生产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胶囊里的秘密》节目，着力揭露一些个人或企业为了扩大一己私利，或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瘦肉精”饲养“健美猪”，或使用工业废料生产出禁止用于食品药品的“工业明胶”。在《胶囊里的秘密》一片中，观众可以了解到惊人的真相：“《食用明胶行业标准》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制革厂鞣制后的任何工业废料生产食用明胶。然而在河北、江西两地，这种使用鞣制后的皮革废料‘蓝矾皮’生产的工业明胶，采用白袋子包装作掩护，通过隐秘的销售链条，最后流入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部分胶囊加工厂，冒充食用明胶，生产加工药用胶囊。”

假药、假酒、死扒鸡、毒泡菜、过期疫苗、敌敌畏火腿、三聚氰胺毒奶粉……一些公司和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损害着千百万民众的健康与安全。发生这种事情，其背后的动机无一例外都是唯利是图。它之所以层出不穷，除了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之外，相关的公共权力监管机构也像《“健美猪”真相》中的检疫人员一样，只管从中收取费用分得利益，而对违法乱纪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公共权力机关也在权衡利益，可能对劳动就业、地区经济增长的考量超过了对自然环境、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由此网开一面，纵容、保护这些违规操作的公司。公共权力机关甚至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个别人员与违规企业更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如在《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中，当地政府和公司一起隐瞒真相。而在《医疗内幕》中，克林顿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最终夭折，也是经济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一届政府、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

受利益的驱动，“巨额粮款化为水”（《焦点访谈》节目），“河道建起商品楼”（《焦点访谈》节目），黑熊养殖企业囚禁黑熊且活熊抽取胆汁（《月亮熊》），收容在戒毒所的戒毒女被强制卖淫（《新闻调查》之《阿文的噩梦》），整个医疗卫生系统都盛行着药品回扣的潜规则（《新闻调查》之《药品回扣内幕》）……正如《胶囊里的秘密》节目结尾的解说：“明胶厂明明知道这些工业明胶被胶囊厂买去加工药用胶囊，却给钱就卖；胶囊厂明知使用的原料是工业明胶，却为了降低成本，不顾患者的健康，使用违禁原料加工药用胶囊；而制药企业呢，则没有尽到对药品原料的把关责任，使得这些用工业明胶加工的胶囊一路绿灯流进药厂，做成重金属铬超标的各种胶囊药品，最终被患者吃进了肚子里。”

利益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物质利益，其他利益以社会资本、政治支持的形式广泛存在。在美国，要想赢得选举，必须依靠大财团的资金支持，而上台的州长、总统必须维护这些财团的利益。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创始人查尔斯·刘易斯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他收集翔实而确凿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国的总统可以用金钱“购买”而来。在《购买总统》一书的导言中，他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无意对这块土地上那些追逐最高职位的人进行个人指控，也不想提供那些竞选人和他们的金钱捐助者之间如何勾搭的每一个细节。……这本书是想就国家政治运作中的严峻现实与牺牲社会利益的情况，展示一幅调查性图景。每个想要进入白宫的竞选者，都陷入了那些令人生疑的交易和纠葛之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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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调查主体：理想的调查者

在调查性报道或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记者毫无疑问处于中心的位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一度实行“记者中心制”）。在完成调查报道的过程中，调查记者一直在战斗的最前沿冲锋陷阵，选题的拟订、采访的进行、文稿的撰写，等等，都需亲力亲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一篇调查报道的风格、水平、深度、思想，体现了调查记者的个性、能力、调查某案的用力和用心程度。同时，调查性报道并非单兵作战，往往有一个团队在协同工作。除记者外，还有摄像师、录音师、剪辑师等人在一起奋斗，还有主编、总编、制片人在整体把关。调查性报道是这样一个团队通过众多环节与流程群策群力的结果，也是各种力量相互影响互相协调甚至妥协的产物。

正如“水门事件”调查报道的成功不能仅仅归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两位记者的功劳，整个调查过程离不开主编布拉德利的主导，也离不开《华盛顿邮报》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信任与支持。相反，一桩调查性报道没能深入挖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撰写完毕制作完成却不能发表播映而最终夭折，也可能与调查记者所属的团队或媒体机构相关。按照学者塔奇曼的说法，在“做新闻”的过程中，各个因素都参与进来，既可能相互促成，也可能掣肘，可能一起打破禁忌共同推动新闻自由，也可能在刻板的程序之中逐步加紧了审查或自我审查。

因此，要完成一篇深具影响的调查性报道，要制作一部震撼人心的调查式影片，要给这个不够完美的世界带进希望之光，要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甚至毕生都从事调查性报道，调查记者必须得具备一定的能力，持有一份理想，肩负一份责任。在实际的工作中，他还需要积极有效地与人沟通，懂得行动的策略与技巧。他还会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会因为揭丑与暴露，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他需要有化险为夷保护好自己的能耐。由是，下文论述的调查记者个人或群体，不仅具备基础的知识和一般的素养，还体现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品格，一种为了探寻真相、为了公平和正义而生的执着的奉献精神。


一、展开独立的调查

调查记者展开的调查应该是调查记者亲身参与的独立调查。它不是跟随在国家权力机关身后见证和记录权力机关展开行政和司法调查的过程，不是在某些违法犯罪活动败露并已纳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调查程序之后，才凑热闹“痛打落水狗”。它是原创性的，调查记者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原发性地发现问题，发现社会这个肌体中出现的“病变”，由此独立展开调查，所得的结果也就独此一家，是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独家新闻。

话虽这么说，独立调查也得依赖一定的信息来源，获得最初的线索。一些信息或信息的片段，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并非秘密，只是受到控制与局限，没有获得大众传播或其他传播媒介的“扩音”“放大”，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调查记者需要和这些信息来源接上头，实现信息的顺利流通。同时，调查记者要对一些已经露出端倪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发现其中被隐藏的真相。像“水门事件”最初呈现出来的只是一桩“三流的入室盗窃事件”（这是当时官方的说法），是调查记者沿着疑点顺藤摸瓜，深挖其中的逻辑关系，这才揭开背后的惊天秘密。而在竞争之外，不同媒体的调查记者也可能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共同促进对事件真相的探寻。同样，在美军监狱虐囚的照片流出之后，莫里斯找到当事人和照片拍摄者，深挖背后的故事，并以之完成《标准流程》一片，也是独立调查丰硕的成果。

因此，倡导独立调查，并非主张独行侠式的单打独斗，也不是屏蔽已知的信息，而是通过已知探索未知，在人与人之间借助“你知我不知”打开“你我均不知”的窗口。它与调查者的身份、所属媒体的性质相关，且从头到尾都要具备独立的思想，克服自我的偏见，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摆脱公共权力机关不当的干涉与控制，消除货币与资本无理的影响与操纵，本着新闻价值和社会良知，展开对事物或事件的深入调查。


（一）自由的空间


回顾西方社会报刊发展的历史阶段，最早是官办的报刊，其次是政党的报刊，再其次是商业报刊。与之相对应，根据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等人的研究，世界报刊理论可以分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按照集权主义理论，报刊的作用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把他们认为人民应当知道的事情和他们坚认人民应当支持的政策报道给人民”；而在自由主义理论之下，“人不再是被看作受别人主宰的附属品，而是被看作一个理性的个体。在面对着矛盾的事实或需要抉择时，这个理性的个体有能力辨别真假好坏”，因此，“传媒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一个呈现论辩的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人们可以监督政府并且发表他们对于政策的看法”
[1]

 。但是，仅仅反对政府的干涉与控制，并不足以确保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言说，报刊的老板可以决定哪些人哪些事可以报道，决定哪一种说法可以向公众公开。报刊是业主的企业，是一种私人财产，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享受社会利益的好处，也不承担社会的义务。而社会责任理论则强调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对于社会报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Joe Pulitzer）为他所成立的新闻学院所做的陈述：“只有最高的理想，最兢兢业业的工作愿望、对所遇问题最准确的知识和最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新闻事业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与公众利益为敌。”
[2]



1947年新闻自由委员会发布报告时注意到人们并不满足于概括的新闻报道。那些所谓真实报道的事实和观点，不少是报刊发展出来的半真实、半虚构的假客观性。为了客观而加入其他角度的看法，不是来自实证而是来自媒体的意见和偏见。因此，媒体惯常的做法，是把事实与意见糅在一起，并假借匿名的信息来暗中塞进新闻报道之中。委员会因此主张报刊应该寻求全部的真实和真相，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求政府保护反对政府的自由，要求自由的权利包括犯错误的权利。时至今天，委员会批评的这种“巧妙”手法仍然大行其道。在《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界战争》中，曾经为媒体集团服务的人员就站出来揭开真相：在福克斯，把新闻与评论分开来非常困难，因为一切都混在一起。福克斯尽可能地模糊新闻与评论的界限；而“有些人说”或“有官员说”这样的短语，是一种聪明的插入政见的方式，为的是便于在报道中植入一条匿名信息。

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哈钦斯委员会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借助媒体机构的媒介，个人言论可以跨越时空，增加抵达的人数，减少传播过程耗费的时间，又注意到了言论与新闻出版的区别。“言论是天生的并且与人不可分离的，也是人的社会存在须臾不能离开的。它是一切精神生活中与人那样亲密的一种工具，以至于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思想本身就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相反，新闻界是发达社会的一种公共机构，一种使用机器的公共机构，并且是一种随着新工具的发明所起的作用日益扩大的公共机构。”
[3]

 因此，在一个相对开明或者民主的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他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自由发表观点和看法，甚至可以在一定的公共场所畅所欲言，但是他能否利用大众媒介放大自己的声音，使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这就有赖于大众媒介是否接纳他，给他提供传播的平台和机会。同时，大众媒介作为一个“使用机器的公共机构”，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与环境下，是否可以摆脱政党或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控制，是否可以消除广告商和大型商业集团的影响，是否可以超越身属的传媒机构的自我审查，可以作为判定一个新闻机构是否享有新闻自由（也包括出版自由）的标准和尺度。

所以，媒体的自由诉诸的是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而个体的自由针对的是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两者容易混为一谈，个体和机构可能不加区别地笼统地被当作传播者或发布者。只有当传播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个人可以创建自己的信息平台，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听众或观众，像借助新媒体如博客、微信公众号等，个体的言论自由这才真正获得新闻自由的内涵，公民新闻才可能应运而生。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所有媒体机构都是由众多的传媒人聚集在一起的机构，媒体机构借助聘用的工作机会、升职的职责范围等手段展开对属下成员的“规训”，使其成为组织内部步调一致的成员，以形成别具特色的组织文化，在大众之中形塑媒体的风格和公信力。在多数情况下，媒体中的个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共同创建了媒体的“身份”，他认可、接受机构的文化，或者虽持保留意见但根据组织机构的标准流程完成分内的工作。因此，从属于特定媒体机构的媒体人，往往因为媒体没有获得完全的政治、经济的独立，只能开展有限度的调查与监督，调查的频率、深度和力度都受到客观社会大环境以及媒体机构小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依附于媒体机构展开的调查报道，和媒体本身的“独立”程度息息相关。

自然，有的个体并不满足于媒体组织划定的“自由范围”，他试图在既定的框架内拓展更充分的言论空间，利用大众媒介公开某些被隐藏的事实，发表自己或他人独特的意见。这是否见容于他所在的媒体机构，或媒体机构公开了这些事实与意见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且对个体与机构自身的发展带来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对媒体机构内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媒体机构在社会中的存续与发展，都至关重要。而最为关键的是，社会对个人言论自由的宽容程度，社会对批评政府与官员的媒体机构的宽容程度，显示了一个社会整体的民主自由的水平。因此，只有既能充分保证个人享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又能彻底确保媒体机构享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才能保证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威权社会的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都对人民允诺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国家都纷纷参照各自的国情、历史发展阶段，对言论出版自由施加直接或间接的管制。先赋的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往往用来为自由呼吁，而维持社会的秩序、保障国家的安全则常常作为信息管制的理由。从历史上看，人类可能滥用自由，也可能滥用管制，但滥用管制的历史要比滥用自由的历史长得多，有关管制新闻自由的经验要比保护新闻自由的经验多得多。管制总是容易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对自由的侵害。比如说，在“9·11”之后，在恐怖主义氛围之下，美国政府加强了信息管控，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布什政府炮制出来的《爱国者法案》对公民个人、记者个人、新闻机构的权利施加严厉的限制，美国的新闻自由受到沉重打击。《华氏911》里就有这样的场景：迈克·摩尔乘坐装有扩音器的宣传车，围绕着国会山向民众、向仓促通过法案的议员宣读其中的条款，以号召人们起来解开横加在自由上面的枷锁。查尔斯·刘易斯也在网站公开整个法案的内容，并推动传统媒体参与报道，进行《爱国者法案》违宪的探讨。最终，布什政府取消了这一“法案”。

调查记者在《爱国者法案》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整体的形势却不容乐观。根据刘易斯的说法，大量不利于政府和公共权力机关的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截流，只有很少一部分信息得到报道。一些媒体机构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策略，调整解释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的比例，甚至一些专司调查性报道的电视栏目不得不进行正面报道，以缓和与政府权力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原制片人张洁为此将那些正面报道唤作“调查节目”，以与调查性报道相区分：“正面报道如果用调查的手法来做的话，它可能是调查节目，但它不是调查性报道。而调查性报道，只是调查节目中的一部分，它就是揭露黑幕和内幕，就是一个独立调查，并且这个调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4]



调查记者千辛万苦开展的调查，可能为自己和媒体机构带来较高的声誉，也可能为自己和媒体机构带来风险。如果个体冲不破媒体机构既定的“章程”，又不甘心受制于媒体机构的“规训”，他就只能选择脱离原有的媒体机构，或到另外的媒体平台，或者自己真正独立出来，不再依附其他现成的媒体机构而自创信息交流的平台。查尔斯·刘易斯遭遇的挫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他最终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调查性报道却很难复制。他曾经在ABC新闻节目和CBS新闻节目《60分钟》栏目做了27年的调查记者。即使在这样一个调查报道领域具有世界影响的平台，栏目的自我审查也让查尔斯·刘易斯备感挫折。他最终放弃了电视，成立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希望摆脱电视媒体日常的播出限制，开展真正、纯粹的调查性报道。


（二）独立的内涵


不依傍任何媒体机构而做独立的调查，却并非意味着这就是个体开展的公民新闻或公民调查。一般来说，人们所谓公民新闻，是指普通民众参与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它能迅速地传送事发当地的信息，打破传统媒体机构对新闻播报的垄断，但由于缺乏新闻专业的训练和素质，它提供的信息缺乏可信度和客观性，并可能产生一系列伦理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素质的调查记者，从传统媒体机构独立出来，曾经的工作经验使其具备专业的素质和能力，尤其具备信息的整合能力。有如《〈纽约时报〉头版内幕》中所说，即使是1 000名博主的交流信息，也不可能提供一篇战地报道。不能希冀像公民新闻一样快速做出反应，调查记者只能沉潜下来，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去求证，他们面临的是伴随独立而生的各种问题：思想的独立问题，自身的生存与安全问题，调查性报道的成本与经济问题，以及调查性报道的传播问题。

独立首先是突破自身认知的局限进行独立的思考，在有无外力压迫的情况下都要保持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5]

 李普曼注意到，人们往往惰性地机械地思维，形成难以撼动的刻板印象与执拗成见。但独立的思考必须摆脱成见和刻板印象，摆脱意识形态对后天学习的影响，质疑政府宣传机关设置的议程和框架，剥离资本与货币开展的公关性广告，不是从既定的常规角度思考，而是改换思考角度和思考方式，高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高扬异端的权利和保持不同政见的权利。只有保持思想的独立，调查记者才能识破伪装成真实的各种表象，才能在虚假的“媒介事件”中突破其重复性、集体性和礼仪性，看清其垄断性、表演性、象征性本质。当然，也不能为独立而独立，偏执地反对一切，而是悬置一切惯性的认识，重新给予现象学还原般的初体验和深思考。

不像强制性的行政调查有国家权力机关给予制度性的保障，调查记者实施的调查，虽说有“采访权”作为解释的依据，却只能是协商性的，只有在获得对方的谅解之后，通过采访和搜集资料，获得相关的证据。但采访知情人却可能将对方置于危险的境地，直接询问利益受惠方则可能横遭拒绝，因此，调查记者有时被迫采取隐性采访的方式，伪装进入严加把控的现场。深入“虎穴”，也就面临被识破的危险，以致危及人身安全。在《海豚湾》中，陌生人入境很快就遭到跟踪，捕猎海豚的海湾竖起了“禁止入内”的招牌，严密防控调查团队接近现场。“我们谈判了七个小时，试图达成共识。我们在尊重日方的前提下进行拍摄，但很快意识到他们在掩饰，你必须拿下这个批条那个批条，没有批条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说，我们不允许你们这么做。”正常的途径总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能组队实施秘密拍摄，也因此，只有在对方巡逻的间隙，趁着夜色的掩护，开展一场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布阵与战斗。

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调查记者揭露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使其隐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就触动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之这些利益集团常常视调查记者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看不见的战争》中显示，一份来自国防部的机密文件，把恐怖分子和调查记者的威胁画上了等号。维基解密的朱利安因为发表了美国国防部的战争机密，受到来自美国及瑞典方面的严厉指控，包括个人生活威胁，以及奇特的暗杀行动。中国调查记者王克勤先后推出《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性报道，仅2001年因他的报道就有多达160多名黑恶分子被送进监狱。当年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在他连续八个月拿不到一分工资收入之时，却于2001 年11月被原所在单位开除公职。当问及为何如此“铤而走险”时，王克勤做出了如此悲壮的回答：“记者是维护正义、公平和法治的战士。目前，仍有一些黑恶势力和贪官污吏在盘剥、损害着广大公众的利益，甚至生命。记者为了公平、正义和公众利益而奋起抗争的时候，这些人必然要与记者为敌，与公众为敌。媒体作为公器，就应该与这些人为敌。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记者就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6]



因调查报道对记者体力、精力、心力有较高的要求，也因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不少调查记者不得不离开这个充满风险的行业。根据学者张志安、沈菲在2010年至2012年对调查记者这一群体展开的抽样调查，“面对政治控制（政府部门的要求）和商业控制（经营部门的要求），调查记者能争取的自主空间比较有限。调查记者队伍平均从事新闻工作八年（包含调查记者经历），从事调查报道五年左右”。对此，参与调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总监左志坚这样回应说：“我的同行们，每天都要面对权力的封杀以及待遇偏低的烦恼。从长期看，这确实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回报都很少的行当。说服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只有自己纯粹的内心。”
[7]



也有一些调查记者，像查尔斯·刘易斯一样，开始在媒体内部工作，借媒体这个公器监督那些“黑恶势力和贪官污吏”，后来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原有的媒体，开展真正独立而更具挑战性的民间调查工作。美国的迈克·摩尔和埃罗尔·莫里斯，则是独立纪录片人的代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摩尔是个刺儿头，让美国当局头疼，也让那些富人和位高权重者担惊受怕。他经常戴着贝雷帽，在人生和社会的竞技场上，是一名充满活力的火力手。摄影机和话筒对他来说就像枪——一种更自由、更富杀伤力的武器，随时瞄准自己的“政敌”。2003年，迈克·摩尔拍摄的《科伦拜恩的保龄》荣膺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他在领奖台上“大放厥词”：“我们喜欢非虚构类作品，可我们生活在虚假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我们得到的是虚假的选举结果，我们选出了虚假的总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一个人找到一个虚假的理由把我们带入了战争。无论是伪造的录音带还是伪造的橙色警戒，布什先生，我们都反对这场战争！布什先生，我们为你感到羞耻，为你感到羞耻啊！只要你遭到了罗马教皇的反对，遭到了美国南部各州的反对，你当总统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摩尔公开与总统叫板，在全世界也是一个例外。但这种质疑的精神和非凡的勇气，激励着调查记者，激荡着他们“纯粹的内心”。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主持人崔永元、调查记者王克勤等，都以自己原先在媒体或艺术界积累的社会声望（社会资本）做号召，筹集资金甚至自斥资金，义无反顾地继续开展调查。他们要用皮肤去感受新闻，要到事件发生地真正地感同身受。“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为吸取教训杜绝悲惨历史再次发生而追问历史，他们把承受痛苦当作灵魂的清洗，把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当作掀开黑铁屋子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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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拥抱人文的情怀

在王克勤眼中，记者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和传播者：“观察整个社会转型，包括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一起改进，这是记者的使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以新闻的方式，以新闻记录的方式，以探求真相的方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推进社会的文明，推进社会的民主，……为构架一个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去努力，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取向，这是精髓。”
[1]

 这是一个成名后的调查记者对自我身份的职业定位。然而，从职业流动入手，调查了中国当代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学者白红义却有些悲观地总结说：“即使调查记者在专业上如何不断精进，却也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的趋势，结果就是不断在各个媒体间来去，工作满意度与职业成就感逐渐下降，甚至愤而离开新闻行业。一位调查记者在他从业三五年后就会逐渐退出新闻采访的一线，而一批更加年轻的从业者将加入这个行业中，这也意味着奋不顾身的‘哀愁’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2]



“奋不顾身”地投身调查，最初的动机可能源于自己、家人、亲朋是事件的受害者，是制度的牺牲品，因此起而奋争，不平则鸣。“我儿子挣脱我的手，穿过马路去追他的朋友，他当年才六岁，必须仰赖人工呼吸器维生，我们很可能失去他。……这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前的想法完全瓦解。我深思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发现我的行为必须改变，……这才了解到人类可能毁灭地球，我们的孩子可能失去家园。”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如是袒露他从事环境监测与保护的动机。

现实布满“哀愁”，理想依然美丽。吸引一批又一批调查记者的，既有物质的回报，也有“成名的想象”（潘忠党语）；既有卑微的欲望满足，也有崇高的价值实现；既有可能达成一己的私利，也有可能促进公众的利益。更多的调查记者站在人类和人性的角度，以民胞物与的同情态度，参与观察、忠实记录和推动实现有效传播。相对于普通大众，受过专业训练的调查记者，大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文知识分子。作为媒体从业人员——脱离媒体机构的民间调查者可算为自办媒体从业人员，他们满足个人需要也满足社会需要，更自觉地遵循一定的准则，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践行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文精神。


（一）承担社会责任


1947年，在媒体老板卢斯的资助下，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发表了有关自由调查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该报告指出，新闻若被少数人利用，新闻自由就会遭遇危险：“新闻自由之所以面临这种危险，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部分是现代社会工业组织所致，同时也是因为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他们承担的责任。”
[3]

 1956年，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等撰写《报刊的四种理论》，正式提出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论。1957年，施拉姆在其著作《大众传播的责任》中对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传媒领域提出社会责任论，缘于对市场失灵、自由放纵的拨乱反正。正如理性的经济人不能做到充分而完全的理性，在市场经济下，言论的自由市场虽然摆脱了国家和政党的控制，却往往受到商业资本的诱惑和扭曲。为了维护广告商的利益，为了迎合受众的需要，为了在日益加剧的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媒体充满色情、凶杀、抢劫、揭露个人隐私等低级趣味的新闻，违背社会公德的报道时有发生。同时，媒体的竞争导致兼并与垄断，垄断的媒体更加无视公益和道义而一味追逐金钱和利益。这种新闻失范与伦理缺失就和自由主义理论之崇高理想方凿圆枘，南辕北辙。因此，反对市场经济下的绝对新闻自由，在媒体内部主动建立责任意识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

在传播学领域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传播学学者阿特休尔认为，必须尊崇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信念：（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
[4]

 这种体现规范的价值体系的专业主义应该为媒体机构所认同，也应该为媒体机构内部的全体人员所认同。它的精神核心就是主张维护“公共利益”，在保障个体表达自由和媒体机构的新闻自由前提下，力争通过客观而真实、全面而公正的报道，反映事实和真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促进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

社会责任论和新闻专业主义潜在地将新闻媒介人格化，它是对媒体机构提出的整体性规范性要求。要求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责权不分，罚不责众，相反，“责任”一词蕴含着个体行为者之言行和其言行后果之间的关系。它不仅要求为自己负责——确认自我的身份，主动地采取符合其身份的行动，积极肩负起与其社会角色一致的义务，还要求为他人、为所属团体、为社会负责——在与他人、社会及自然的交往中，积极地回应交往中的“他者”，并妥善地处理双方的关系，比如由于侵权或过错而理应承担的责任，必须做出不诿过不推责的回应。

肩负起与其社会角色一致的义务，对于从业者来说，就是按照社会分工，根据行业内部确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完成其分内的工作，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或者遵照良知和内心的律令，毕其一生为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大声疾呼。报告文学作家徐刚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说：“当1987年我采写《伐木者，醒来！》时，并没有想到过此类题材，我会一写便是10年。但今天我却已经感到，无论还有多少余年，只要还能走动、思想、执笔，我便不会离开人与自然这个如此诱人且逼人的主题。”
[5]



针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一说，“政府及其代表人的说法，它来自合法的领导人的口中，我们有责任去报道”。这是《看不见的战争》中BBC新闻主管的说法，但对于调查记者皮尔格来说，做到这种表面上的真实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深入展开调查，检视他们说辞的真假。“有责任去报道”官方一时的说法，却没有去报道其相反的说法，就没有体现真正的平衡，不是严谨的新闻专业主义。“如果有好的新闻报道、好的新闻记者揭露这些事实真相，事情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如果媒体能够善尽职责，质疑政府，而不是一味地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说谎，我怀疑我们是否还会发动战争。”

和皮尔格相同，著名记者丹·拉瑟在《看不见的战争》中就对“9·11”之后媒体记者噤若寒蝉的态度和行为做出了真切的责无旁贷的反省：“我必须说，无论记者承认与否，起码从许多小地方看，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间新闻工作室内都能感受到恐怖的氛围，担心丢掉工作，担心供职的机构或公司会失去生意，担心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更糟，……但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你是否同意，我不是那个负责寻找借口的副总统，我们都难辞其咎。现在我们该做的是好好检视那一段时期，并且从中学习，取回我们的勇气。”

要求媒体机构和媒体从业人员承担社会责任，是对滥用新闻自由的修正，是对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从事的不法行为的规范。哈钦斯委员会由此强调自律，“自我的纠正强于外部的纠正”，外部的力量如政府可以做出多种形式的配合，比如借助制订新法律进行补救和预防，但不能重回集权时期干涉、控制的老路。按照学者郭镇之的说法，必须是“先有自由，后有自律”：“自律是一种道德审视，更是一种伦理精神。它强调的是自愿，体现的是一种境界。没有权利的享有和精神的自由这种伦理前提，便谈不上道德的自律。出于恐惧的自律只能是‘自我审查’，而不是一种伦理的选择，而是在压力之下的被迫就范。”
[6]



用新闻专业主义来传播信息，用自律来促进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达成这样美丽的愿景，这算不算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新闻工作者能够恪尽职守地做好本职工作，促进信息顺利流通，就是在脚踏实地地履行社会职责。只是，为政党为国家权力机关做宣传，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做鼓吹，顺天承运地塑造时代精神的典范，常常被认为是传播正能量，而对破坏民主法制、践踏民众利益行为的揭露，何尝不是在破中求立，在履行媒体监测环境的看门狗角色？那些不鹦鹉学舌不随世俯仰的独立观察，那些基于确凿事实披露的历史真相，那些不畏强权做出批评的报道，尽管历尽波折，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能给人类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守望社会正义


20世纪40年代，哈钦斯委员会明确要求新闻界承担起社会职责，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和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媒机构上得到反映”，这是对新闻媒介守望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较早的叙述，隐含着自由竞争与机会均等的内涵。在60年代，伴随着一些社会运动的开展，社会正义的概念和种族、性别、阶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主张以平等消除各种歧视和实际上的不公。

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出版了《正义论》一书。他回顾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对两者均不赞同，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和实现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之职务与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7]



在此原则上他还补充有优先原则：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较少拥有自由的公民所接受，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

罗尔斯主张保障一切人的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若在一定情景下容许不平等发生，不是去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要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顺此理论，那些政治经济地位较高的人，那些处于社会管理层的政府官员，拥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机会；若承认信息的不平等以及机会的不均等，为了公平和正义，就要向最少受惠者倾斜，给予适当救济，保障他们尽可能多的利益，给予他们比此前相对多的信息接近权，也就是对涉及他们生存生活议题充分的知情权。只有这样，给予最少受惠者以偏爱，给予最大受害者以关心，不是损不足以助有余，而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才能推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20世纪80年代，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承续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在《媒介公正》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正义的新闻学。在他看来，新闻的客观公正是传媒的社会责任，要实现它就必须给那些被压迫者被损害者以发声的机会：“我断言新闻业的最高使命是：能否促进正义？能否致力于实现这样的愿景：让正义如潮流向我们？如今，当已没有什么选择留给那些无权者时，且事实上他们几无求助对象时，新闻界难道不应该作为一种声音为他们服务吗？难道不应该作为呼喊着希望被听到的人们的一个铅字扩音器吗？”
[8]

 为无权者，为底层人士，为社会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也就成为新闻传媒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在浮光掠影的消息报道无暇顾及普通民众之时，深入而详尽的调查性报道最能彰显其监测环境、守护社会正义的功能和使命。

社会弱势群体，经济贫困是其主要特征，权力贫困是其重要的特征；并且它散落于社会各个角落，是一个非组织化的虚拟的群体，是一个有情感、有诉求、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存在。和社会上层及中层对照，它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中心地带风光无限的人群相比，它是周边地区晦暗无光的边缘人群；从享有的财富和占有的资源论，它是社会赤贫的那部分；从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而言，它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从媒体的曝光率与关注度而言，它是普通的老百姓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光亮很难照到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能发声，却有理由被呈现。这是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时期为被压迫阶级发出的人性的呼吁，也是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发出的职业的号召。

在很多战争中，除了被挑选出来塑为英雄以广号召外，牺牲者大多寂寂无闻；因战争而致的平民伤亡以及带给民众的苦难，基本得不到关注与披露（参见《看不见的战争》）。那些被关进美军监狱的“敌方战斗人员”，只有很少一部分由美军在战场上抓获，大多数是由当地军政集团为了拿到赏金而捕获的无辜百姓。监狱里面的“标准程序”就是施加酷刑，以刑讯逼供的手法获得审讯者想听的口供（参见《驶往阴霾的出租》《标准流程》）。那些在种族屠杀中冤死的鬼魂得不到安宁，那些在大屠杀中幸存的人员仍然心有余悸（参见《杀戮演绎》《卢旺达的鬼魂》《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那些被一纸契约蒙骗的投保人，因受技术程序的欺骗，得不到医疗保险因而得不到医院救治的患者，被冷漠无情地扔到大街之上（参见《医疗内幕》）。

这些尽管数量庞大但却被忽略的底层人员是最大受害者，是最少受惠方。在调查记者笔下，在纪录片的镜头面前，他们中的一些勇敢者，带着情绪性的宣泄，发出了素常被权势掩盖、禁锢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对社会公平与正义发出的呼吁，而呈现这些真实的呼声也就是在用媒体的力量实现话语的实践。“他们在屠杀我们，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房屋，就因为轰炸，我们举行了五个葬礼。”《华氏911》中的一位伊拉克母亲在一片废墟的家园之前，面向镜头，面向可能观看影片的观众，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与控诉。

调查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影片拍摄，并非有意给当局抹黑，破坏社会和谐安定的环境，有的其实能够纾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对话与理解，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对于参与其事的调查记者来说，大多将其视为一项道义上的责任，视为守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曾经揭露震惊全国的繁峙矿难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这样说：“我们作为人、作为记者，确实应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寄予弱者深深的同情；但是具体在稿件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保持客观，这是一种职业要求，要告诉大家真相。但是当我们完成传播责任的时候，我们内心知道这个社会是有公正的，要让所有的报道对象都能够感受到社会公平公正的东西。”
[9]



坚信这个社会还有公正，并试图挣脱惯常的麻木不仁，刺破暂时的一地的黑暗，带给最少受惠方和最大受害者以希望、以安全、以尊严，这是媒体工作者的理想，也是调查记者的情怀。当最无助的人信任地吐露憋闷已久的心曲，当遭遇不公的无权者回应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时，调查记者就会感到一种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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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入世的行动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因为具有对“道义”坚定的信念，调查记者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到第一现场，到被遗忘的角落，调查实证且和知情人沟通，在掌握充分的信息之后，用自己如椽的笔撰写深度的调查报道，并通过信息的广泛传播，达成对权力的监督和对道义的维护。和直接电影作壁上观的旁观不同，调查性纪录片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观点，也不避忌表露自己的情感，甚至把自己的调查过程也整合到成片之中。因此，调查记者不是被动地报道事件的表象，而是在平静的湖面之下发现暗潮涌动的潜流，是在血迹渐干遁入忘川的事件背后深挖其中的原因和教训，从而发出预警敲响警钟，甚至号召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起来反对那些滥施权力的人员，反省那些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制度。“于是，一些纪录片人开始从犬儒主义转变为行动主义，将隔岸观火的冷静逐渐转变为改良社会的热情，介入这种关注的主体性中，进入这种与弱势人群的社会关系之中，介入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当中，脱离艺术的膜拜价值，成为参与社会互动的力量。”
[1]



从中立的旁观转向积极的参与，这就不限于独自居于斗室之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调查记者走向民间走向生活，以担当道义的炽热衷肠，以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为了公共利益为了社会的公正，打破因控制和恐惧带来的沉默，和最大受害者和最少受惠方积极沟通，记录被噤声变麻木的当下，重现由因循和灰尘掩盖的历史。


（一）打破沉默


在《标准流程》一片中，莫里斯采访了虐囚事件的当事人，其中有人回应军营中拍照的事情说：“大家都有一份照片，大家都知道。”参与虐囚的军人并非全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却彼此心照不宣装作不知道？在美莱村事件中也是如此，参加屠戮村民的有一分队士兵，为什么这桩事件却长久没有被揭发出来？同样，在《前进，永远的神军》中，那些远征新几内亚岛的二战士兵，为什么对曾经发生的人吃人的惨剧讳莫如深？在《大急救》（又译《远离罪恶》）中，那位有恋童癖的神父前后对数十位儿童犯下恶行，为什么他能够在宗教事务所的庇护下一直逍遥法外？

像安徒生童话中最初挑明真相的孩子，调查记者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合谋的沉默，戳穿那处心积虑经营的谎言。他要找到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找到目睹事件发生的旁观者，引导他们说服他们吐露真相。像《浩劫》一样，找到集中营的幸存者、旁观者和屠杀程序的参与者，让他们将过去悲惨的经历、耳闻目睹的事情和所作所为都吐露出来。像《远离罪恶》一般，也把机会留给那个犯下罪恶的神父，让他表达自己的意愿。

捷克作家（后任总统）的哈维尔曾举例说，如果后极权社会的当局要求水果店张贴一张宣传标语，水果店对这条标语的内容不管认同与否，都只能奉命行事敬行如仪，如果表示异议，就会遭遇不测。政治高压逼迫着分散的个体保持沉默，接受谎言。“人们无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无权者的权力》）

对于默许、忍受和随波逐流，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则从“坐火车”的测试出发，富有创见地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她假设，大多数个体因为恐惧被孤立，力图避免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因此，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被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一旦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甚至会引来群体攻击），即使自己内心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就是这样，沉默助长了对立意见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这便导致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形成“沉默的螺旋”。“对于被孤立的恐惧表现为一种驱动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与狼共舞’是一种幸福的境地，但是当人们由于无法认同在公众中广泛传播的意见，而无法说服自己人云亦云时，只能将永远沉默的做法作为使自己能够接受的第二选择。”
[2]



在一个临时组合的群体，“沉默的螺旋”依靠个人敏锐的第六感官感知身边的意见气候。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有着严格等级结构的组织或团体中，更存在着一种群体的动力学：群体对个体施加两种压力使其趋同从众。一种是来自群体的信息性压力，就是提供有关个体应该如何行动，使之步调一致的信息；另一种是来自群体规范性的社会压力，就是个体若不从众，群体就会拒绝、排斥、打击和惩罚该个体。《驶往阴霾的出租》一片中，一位参与虐囚的美军士兵这样回应拍摄者的提问：“这个事情引发的问题是：这是我们对他所做的，而不是我做的。……有时我想，我应该听从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不是随大流。……这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我在那儿，而我不想和我的战友作对，这有错吗？”

知情不报，明哲保身，沉默的旁观者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一种圈子内部的保密无形之中助长了违法犯罪行为，并由于在初发阶段没有得到遏止，因而愈演愈烈，酿成更为广泛而严重的后果。不安全的商品信息（《食品公司》），糟糕的工作条件（《牛仔裤的秘密》），严重的环境污染（《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甚至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卢旺达的鬼魂》）……这些信息被当作秘密，保守秘密就在利益的受惠方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而利益的受害方为避免更大的损害也选择缄口不言。在《远离罪恶》一片中，调查记者锲而不舍追踪的就是教会对娈童牧师的纵容。“当保密协议被用于保护一名有恋童癖的牧师时，他的受害人就不大可能知道他们只是更大范围的受虐者的其中一员。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个案，并把自己的受害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个人化的，而且甚至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责备自己。”
[3]

 正是这样“串通”的保密，才使得伤害者买通个别的受害者，才使得教会当局把惯犯重新委派到其他教区，继续猥亵很多年轻的、毫无戒备的受害者。

一面是伤害者“去个人化”的集体行为，一面是受害方想象中“个人化”的特殊遭遇，被噤声的信息不能得到有效传播，这就使得一个地域、一个行业、一个团体保持了长期的沉默。调查记者的到来，有望打破这一共谋的宁静，去找到死亡名单底下真正的“死亡名单”，去发现美丽说辞背后触目惊心的“医疗内幕”，去把禁锢的信息发掘出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流通。他们要找到受害者，重启他们创伤性的记忆；要找到见证人和知情人，激起他们内心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更艰难的是要找到那些利益受惠者、伤害者、杀人者，“堡垒从内部攻破”，引导他们供认昔日的所作所为和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无论是压制的沉默还是顺从的沉默，都有其社会心理的基础。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Dan Bar-On）考察纳粹家庭，提出“沉默的双墙”：战犯及其后代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史实避而不谈，彼此保持默契的沉默。在泽鲁巴维尔看来，这个理论对于纳粹时期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动态也同等重要，因为在许多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家庭中也笼罩着沉重的沉默。“是两种矛盾能量的交织：对幸存者来说，是对讲述过去的压抑；对他们的后代来说，则是对发现真相的恐惧。”
[4]

 在家庭中如此，在社区中也是如此，把过去的羞耻、恐惧、失范失德、怙恶不悛深深地掩埋心底。《活着为了证明》一片，那些因纳粹175条例而被关进集中营的同性恋者，有的自始至终都不愿走到镜头面前来控诉纳粹的罪行。在《浩劫》一片，导演朗兹曼找到纳粹集中营的理发师，让他讲述过去的创伤性记忆：

——我有一个理发师的朋友，他是我们镇上出色的理发师。当他的妻子和妹妹，进到毒气室的时候……（长时间的停顿）

——继续，亚伯，你必须说出来。

——我没有办法再说下去。……太可怕了。

——请你继续说下去。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你明白的。

——我没有办法说下去。

——你必须说下去。我知道是很残酷的事情。我知道，我向你道歉。

——请不要让我说这些事情。

——请你继续说下去。

——我告诉你今天将会是非常难过的一天。……他们用袋子把头发装好，然后运到德国。……好的，继续。

——好的，他的反应是怎样，当他的妻子还有妹妹进来的时候？

那些知情人，尤其是一同参与事件的当事人，如若愿意透露消息，在调查者一方就是重要的消息来源。但在参与事件而沉默的群体看来，他违背了利益共同体之间的默契，泄露秘密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叛徒”行为，有必要施加各种形式的惩罚和报复。因此，调查者一方面要争取信息来源以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一方面必须严守职业道德，像保护“深喉”一样保护好消息来源。于此，调查者撬开了别人的嘴又闭上了自己的嘴，他们用信念编织的羽翼来保护消息来源，以值得信赖的机制确保将来有更多的信息能够从内部透露出来。

是同守沉默还是互相揭发，这是“囚徒困境”中的博弈。从社会伦理角度言，背叛善良诚不足取，但应该鼓励背叛邪恶，鼓励良心发现，回头是岸。调查者和不同的调查对象接触、对谈，甚至交锋，他用自己获知的信息，去尝试打开对方“我知你不知”的“约哈瑞窗口”。这样，调查者循着片段的蛛丝马迹，整合信息以逼近事件的真相；或者，用已知的确凿无误的信息，去验证、对质一些大言不惭的谎言。而并不害怕孤立和威胁的调查记者本人，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不是天真无邪而是深思熟虑地向蒙在鼓里的人们或者一同演戏的人们道出事情的真相。


（二）推动交流


关于采访，它是出于大众传播的目的，主要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手段，搜集深具价值但鲜为人知的信息。作为信息获知与发布的前提，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在收集物证之外，在事发现场之外，采访各种信源——当事人、见证人、主事人等获得的信息，成为推动调查深入的基础，成为调查性纪录片最重要的证据，成为纪录片结构成片的戏剧性动作，并构成调查性纪录片独具特色的“自反性”内容。

在调查性报道中，采访应该不拘一格，不是千篇一律地邀请对方到演播室正襟危坐地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而是调整好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距离，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在特定的环境中采录同期声，如在事发地点、工作区域，或者消遣娱乐的场所；可以架起三脚架固定摄录，也可以手持肩扛摄影机进行移动跟拍。莫里斯采访美国前国防部长（《战争迷雾》）与皮尔格采访拉丁美洲的总统（《看不见的战争》）适合采用正式的采访，而迈克·摩尔采访医疗保险的“受骗人”（《医疗内幕》）、采访黑枪文化的“践行者”（《科伦拜恩的保龄》），则可以拉近距离，采取更为亲近而随和的方式。

有些调查性纪录影片，尤其是迈克·摩尔的纪录片，拍摄者特意融身于对方的日常生活之中，设身处地地体验对方的“场域”，或者营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没有近距离特写的大头照，也没有过肩的正反打，而是与调查对象并排走路，一同坐车，或者在酒吧和一群旅居法国巴黎的美国人闲聊。这不是一本正经的采访，而是打成一片的漫谈，它活跃了气氛，放松了对方的警惕，能够获知真正的信息，并能产生幽默的效果。无形之中，对方忽略了镜头的存在，沉浸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是否意识到人际传播中的调查记者正在进行着大众传播的素材收集，则是另外的话题），也就打破拘谨和禁忌，吐露真相和衷曲。

“大家普遍认为情感可以引导动作，但是经常有相反的情况，动作是可以引导情感的。”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在拍摄《浩劫》时，朗兹曼安排理发师亚伯来到一个理发店，用熟悉的场景和动作唤醒过去创伤性的记忆，导演鼓励甚至有些“逼迫”理发师亚伯出来证言。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能让惨痛的历史遁入忘川，而是趁着当事人尚且健在、记忆犹新的时候，邀请他们参与对话，留下阐述、控诉或辩护的证词。在同一部影片中，导演还访谈了众多大屠杀事件各个环节的参与者，乃至找到最应对屠杀负责的法西斯分子，用贿赂的方法买通他们，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偷拍他们“炫耀性”的“杀戮演绎”。于是，调查记者借助采访这一途径，将人际传播中获得的信息通过大众传播的媒介公之于众，推动了个人与社会的交流，推动了当下与历史的对话。

最大受害者或最少受惠方，按照伦理学家罗尔斯的看法，应该给予优惠的关照和偏爱，以此体现社会的正义。调查记者一般也是先从这个群体入手，寻找查证并反思出现、遗留的社会问题。面对朗兹曼的提问，理发师亚伯的反应是重温痛苦的反应，它会给个人带来重揭伤疤的痛苦，但正是伴随着这种身体的记忆，凸显出了历史事件在今天连绵不绝的回响。面对如此尴尬的场景，德国纪录片人汉斯-迪特·格拉伯主张采用一种小心谨慎的方法，接近对方，而不是巴结对方。“我不去强迫他们说那些他们所不愿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在他们心中，这是他们的经历，对此他们也许一直都想一吐为快，但是这些东西埋得太深，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现在，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思索和倾吐，在这样一种共同工作的特定状态中，他们能够得到解脱。”
[5]



要让知情人、利益受惠方开口，甚至要让犯罪嫌疑人、大屠杀的执行者开口，这是调查记者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目睹事件发生的知情人中，因为事不关己，为避免引火烧身，很多人选择回避和拒绝。调查记者要取得对方的信任，激发对方对公平正义的道德感，并注意做好信息来源的保密保护工作。要做好准备工作，排好问题的顺序，采访的最初几分钟应该用来打破僵局；要与采访对象保持目光接触，并对其回答做出及时的鼓励性反馈；可以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在对方闲扯太远的时候要以自然的方式将之引回到主题上来；不仅要弄清采访对象说了什么，还要知道他没说什么，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在《调查记者手册》一书中，布兰特·休斯顿（Brant Houston）等提供了上述一些宝贵的经验。要展开有效的调查，务必找到最合适的人选，充分发挥调查记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经验都是顺利开展采访的法门。“当我阐述问题时，我尽量避免使用诸如‘采访’和‘调查’这样的词语，而是采用如下的解释：‘我很想和你谈谈，以便弥补我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当我有理由相信提供消息的人不愿或抵触采访时，我会向他解释，谈话正是出于考虑他们的利益。”
[6]



调查记者要说服对方接受采访，给予对方发声的机会，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也要给予对方解释和辩护的机会。纪录片《艾琳：连环女杀手的生与死》就是对一个女杀手本人的跟踪采访纪实。导演尼克·布龙菲尔德（Nick Broomfield）获得艾琳的信任，既发现她严冬露宿雪地的悲惨经历，也揭穿了她因与母亲之间的敌对关系而撒谎的事实，从而揭示出一个女杀手心灵扭曲的成长历程，呈现出复杂人性难以叵测的深度。

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机构拒绝采访，放弃在镜头前解释和陈述的机会，而调查纪录片往往透露这一拒绝，将邀请对方合作而对方并不合作也在影片之中呈现出来。《抓捕弗雷德曼父子》中的二儿子一直拒绝出来讲述自己的家庭，在《罗杰与我》中，美国通用公司的老板拒绝导演不期而至的来访，《监守自盗》中的一些涉事的企业集团拒绝对指控做出回应。《黑金》一片中有这样的解说：“尽管再三邀请，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班达尔王子及其表弟图尔基·本塞纳尔王子都不愿意接受《前线》记者的采访，也没有任何英国政府官员统一公开接受采访。”如果是受害者一方提出拒绝，观众可以借此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带着几分好奇未能满足的遗憾，仍然同情事件给对方带来的深重影响。如果是施害方、不作为的政府官员提出拒绝，只要影片呈现这一拒绝，就无形当中成为对方默认的暗示和缺席的审判。

因为关键的证据、证人和证词很难通过常规的途径获得，隐性采访也就在备受争议中被广泛地实行。隐性采访（偷拍偷录），指调查记者没有征求被拍摄者（采访对象）同意，或者在对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获知新闻、真相等信息以用于传播的行为或方法。据英国调查报道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介绍，《全景》和《世界在行动》两个节目有20%运用了秘密拍摄，特别的时候甚至高达70%。

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市场经济下媒体的竞争、获奖的诱惑与媒体人的功利心、公众人物和公共利益的考量，这些因素刺激和诱发着隐性采访（偷拍偷录）的行为。在拍摄动物生态题材的《月亮熊》时，拍摄者就冒着危险实施了偷拍，他还装扮成客户，“设局钓鱼”，以电话采买的形式来“套”话。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海豚湾》的拍摄，更是与当地渔民和日本方面斗智斗勇，导演不仅将自己如何费尽心机隐藏并将摄像机带入境的过程展示出来，而且将夜间进入海湾安放摄像机的惊心动魄的过程用红外摄像机拍摄下来。当看到被囚禁在铁笼子里面还吊着胆汁收集袋的月亮熊，看到在日本的海湾里屠杀海豚成一片血海时，观众无不为之动容。相形之下，拍摄者不得不采取的偷拍手段，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为了拍摄《证词》，朗兹曼对自己的偷拍毫不隐讳，更无道德的负担：“……所以纳粹的证词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我应该采取欺骗的手段完成拍摄，于是我就使用一个当时还在实验阶段的摄像机偷拍，纳粹分子认为他们只是跟我交谈而已，并不知道还有影像记录。另外，那些被拍摄的纳粹分子，我都付了钱给他们。钱很有用，纳粹分子都很喜欢钱。这是个悖论——犹太人付钱给纳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道德负担，我只把它当作技术问题来关注……”
[7]



无论如何，隐性采访和秘密拍摄应该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的“必要的邪恶”。在使用隐性采访之前，必须通过周密的运算，考量使用这种手段的必要性，更要考量所涉法律、伦理和道德的界限。它是采访之一种，是行动之一种，是调查记者带着强烈的主观意图，欲对失范的社会做出符合初始目的的行动。


（三）促进行动


是做一般消息报道的记者还是做深度报道的调查记者，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一种偶然的、临时的职业选择，然后在惯性的力量下按部就班地完成本职工作。但对于更多的调查记者而言，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冒着一定风险的社会行动；或者“干上它随即爱上它”，在自我实践与团队合作、同行惺惺相惜之中发展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学者张志安研究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和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说：“影响调查记者选择从事新闻工作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偏向对社会问题的监督、公众权利的捍卫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如‘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平正义’‘表达百姓呼声’‘传播新思想、启动民心’。”
[8]

 而调查记者体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于工具理性，更注重价值理性，具有较高的职业追求和较强的社会责任；一是相比于记录者角色，更注重倡导者角色。

张志安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对调查记者进行行动分类和价值判断。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人的行动分为四种：（1）目的合理的行动。把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2）价值合理的行动。为了某种绝对价值或自觉信仰（如真善美）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并不考虑个体的实效，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3）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4）传统的行动。即通过习惯而进行的行动。在韦伯看来，社会是由行动者构成，社会行动又是构成各种社会现象的最基本要素，而个体的社会行动即“行动者以他主观所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在此，韦伯强调行动者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并且在与他人行为相关之际注重其社会性。在四种社会行动中，只有目的合理的行动和价值合理的行动才是真正的社会行动，而其他两种行动都是社会行动的偏离。在这前两种行动中，目的合理的行动是为己的行动，理性经济人借此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价值合理的行动是利人的行动，理想主义者在崇高的价值指引下完成对社会的贡献。

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社会行动时，把行动看作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有目的的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和动机组成。因此，最好把反思性看作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
[9]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行动不是偶然的、或然的，而是必然的、深思熟虑的；不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因为犹豫不决而产生延宕，而是主动的、能动的绵延，是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具有时间性、动态性和成长性，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而能动的社会行动具有反思性，它指向行动者本身。行动者通过对其自身、社会和物理情境状况、行动对象等进行反思性监控，适时调节自己的行为，以使行动者自身行为符合特定的情境要求和规范。

调查记者有着明确的动机和意图，其寻找物证、人证、言证的调查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调查记者总是持续一段时间地介入一桩事件，对事件进行干预，构成“持续绵延的行动流”。调查性纪录片不是冷静的直接电影式的旁观，而是在质疑中发现问题，运用采访激发他人的各种反应，通过调研收集各类证据，一步行动的结果造成下一步行动的条件，以此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比如在《医疗内幕》中，从投保人员得不到医疗保险入手开始，调查记者找到保险公司的内部技术人员，让其讲述拒绝支付保险金的各种手法，然后探讨整个医疗保险制度，并比较美国与加拿大、法国不同的机制和产生的不同效果。整个影片跟随并呈现了迈克·摩尔的调查行动，既有身体的加入，更有意志的体现，还在与他人的交往、交谈中展示出有行动能力的调查记者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在此过程中，行动中的身体——在迈克·摩尔纪录片中就是拍摄者自己，一个戴着贝雷帽的大腹便便的美国人——成为“行动”与周围世界的中介，构成行动中的“自我统合体”。

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我们看到戈尔拖着行李箱走在旅途上，赶赴一场又一场的演讲。他就是靠着这种充满意志的行动，细大不捐地尝试着改变与会者的思想，希望以此改变人类对地球、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超码的我》中，导演更是亲自上阵，将自己当作实验的“小白鼠”，一个月不间断地吞吃快餐，以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揭示食物的“真谛”。因此，日常生活例行地一天累进一天，人类历史惯性地一页翻过一页，调查记者介入其中，打破其节奏，生活才有波澜，有变化，有反思，表象才泄露出本质，历史才呈现出真相。

更多时候，不是“独行侠”般的个人，而是包括影片拍摄团队和事件调查团队，成为行动的能动的主体。这一社会行动不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多人共同开展的社会行动。像《海豚湾》《影片未分级》等影片，拍摄者就招集志愿者，协同一致地进行调查。“2003年，我派了一队人去大地町，他们的任务就是去寻找证据并拍摄，探索事实真相。”在《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和《杀戮演绎》中，拍摄者还邀请过去大屠杀的执行者一起演绎过去的罪行。这一讲述和演绎过程，更是一种奇特的社会行动，而记录他们的“情景再现”，则是通过对这种特定历史时期“反价值理性”的虚拟搬演，促进确立一种跨越时代和地域的普世的价值理性。

吉登斯强调行动的反思性：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在行动者的行动流中体现出目的性或意图性，不断地就行动是否契合目的进行省察，不断地就行动是否契合意图予以调适。由此，社会实践循环往复，在时空向度上体现出独特的“类同性”。反思监控不仅涉及自己的行为，还涉及他人的行为；行动者不仅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也期望他人如此监控自身。对于调查记者，他一方面进行调查行动，一方面让摄影机跟拍自己的调查行动，尤其在后期的剪辑和制作中呈现其目的和意图。这不是缘于自我意识，而是让持续不断的生活流受到监控。就像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所做的那样，他记录并监控自己在各地的演讲，号召所有的听众一起来改善置身其中的环境，且试图通过影像的制作与传播号召观众和潜在的观众一同起来参与行动。在《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战争》一片的结尾，影片发出这样的呼吁：“当公众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开始组织起来时，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些政策，可以改变媒体环境。……需要对此采取行动，一旦我们站起来行动，就可以撕开一个裂口。”

社会行动中的调查记者，其调查过程也是行动过程；更突出的是，调查记者主动地引发事件，营造特定的语境，或者在特定的语境下展开干预性的社会行动，丰富调查的内容，或将调查结果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以期获得更大的影响。在《华氏911》中，导演迈克·摩尔走上街头，在采访车上向议员也向世人“宣传”新近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他更走近国会山，就是否愿意送自家孩子到伊拉克战场质询国会议员；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迈克·摩尔带领着科伦拜恩中学受伤的学生，到售卖枪支的商场去讨公道；在《医疗内幕》中，迈克·摩尔更召集一群“9·11”事件中的消防人员和灾难救助志愿者，就他们留下的后遗症和得不到医疗救助的事实，乘船驶向官方广告说囚徒都能得到优厚待遇的关塔那摩监狱，前往公费医疗的“敌国”古巴……

这些社会行动，都是有意为之的行动，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一个人不曾介入，事情就不会发生；事件发生的任一阶段，行动者都可以改变事件的流向；换一种方式行事，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也就是说，调查记者个体介入、干预这个世界，带着主观意图和愿望，着力通过社会行动持续而绵延的行动流，尝试着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改变现实状况或重新阐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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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调查报告：建构的文本

前面我们探讨了调查性报道的媒介、传播者，以及调查记者置身其中且又萃取其问题的周遭世界。通过采访交流、能动的社会行动等，调查记者搜集素材和证据，甄别、选择、组织、整合这些零散而片段的信息，用文字或影像适当的语言，形成具有逻辑、文采、美学的“信息束”：从传播学角度言，它是传播者自行生产或采信而转发的信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言，它是调查记者创作的、标记有个人印迹和风格的一部作品。

对于媒介机构或独立的调查记者，调查性报道或调查性纪录片被生产出来，它要么是一个媒介组织各方协调、综合生产的结果，要么是独立的调查记者个性鲜明的创作。在传播学学者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看来，最好把新闻（即将通过大众媒介传输的信息）看作一种框架，个体的新闻工作者在组织内部协调各种关系，遵循各种程序，将日常发生的事情转变成现实时空的故事。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语言构成的抽象领域，只有通过运用语言才能进入，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语言空间。因此，从作品到文本，两者自有区别。作品可以是物质性的，如一本书一张碟片，能够用手来把握，而文本则只能用语言来掌握。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都是一种语言的劳作，是一个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


一、参与和反思

对于普通的消息报道来说，新闻记者是观察者、见证人，他带着一双眼睛前往现场，将面前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他尽可能做到中立而客观，但难免受限于自己观察的角度，受限于自己不能事事、时时在场的客观现实。有的事件业已发生，他看到的不是事件发生的过程，而是事件发生的结果。固然可以由果溯因，从残骸推知事故的起因，但如欲获知事件发生那一时刻的具体情形，他必须求助于当事人和见证人，或者求助于可能存在的监控影像。他就要在观察和体验之外寻求采访对象的配合进行采访，从当事人口中得到对事件的描述和评价。像观察一颗燧石无从得知燧石的本质，必须经过叩击打出火星，这才掌握燧石的本质一样，调查记者要找到那些散落的燧石，反复敲打，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异中有同的描述，以此复原已经消失的事物和已经发生的事件。

调查记者的存在、摄影机的存在，会不会对面前事物产生影响，会产生多大影响，这对于追求客观再现的“反映说”来说，就是一个迫切而尴尬的问题。有的人自以为能够掌控好局面，有的人为此深感不安，有的人却另有看法：承认自我和摄影机的存在会对外在事物产生影响，但并不将之视为一种负担，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媒介，如触媒一般，它触动并启发了内部的真实。


（一）参与行动模式


1960年，在巴黎的街道上，往来行走的人们被麦克风叫住，他们要回答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安排的问题：“你幸福吗？”被打断了日常的节奏，行人停了下来，有的粗暴拒绝，显得很不耐烦，有的迷惑不解，有的却若有所思，也有人禁不住流下百感交集的眼泪。和远远的不动声色的观察不同，鲁什和莫兰拍摄《夏日纪事——真实电影的一次实验》，如其副标题所示，用摄影机开始了一种不同于直接电影的实验。这种遥承维尔托夫并向其致敬的手法被称为“真实电影”（或称“真理电影”）。它与电视里的采访交相辉映，开启了一个用镜中人物的同期声代替画外解说的时代。

这种街头的调查是一种随机的偶遇式的调查。因为缺乏科学性，它算不上真正而严谨的社会学调查，但是，由调查者开启的个人“谈话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采访对象心灵世界的大门。受访对象的语言——包括临时组织的言语和自然发生的身体语言——泄露了表象下面的真实。犹如一潭平静的湖水，拍摄者投入一粒石子，那荡起的涟漪述说着湖泊的秘密。拍摄者有意的闯入，如同基耶斯洛夫斯基安排警察闯入年轻恋人的出租房（参见影片《初恋》），能够激发新的事件发生。借着这种参与式的介入，日常例行的生活被打破了，在特殊时刻，甚至在危机时分，彰显出一个人、一件事物、一桩事件最本质的特征。

电影理论家埃里克·巴尔诺比较了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直接电影’的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影机处于紧张状态，等待非常事件的发生；鲁什型的‘真实电影’则试图促成非常事件的发生。‘直接电影’的艺术家不希望出头露面，而‘真实电影’的艺术家往往是公开参与到影片中去。‘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直接电影’的作者认为事物的真实随时可以收入摄影机，‘真实电影’是以人为的环境能使隐蔽的真实浮现出来这一论点为依据的。”
[1]



不是等待，而是促成；不是置身画外，而是抛头露面；不是冷静旁观，而是主动介入。与“直接电影”的拍摄者假装不在场，或者是被拍摄者逐渐习惯并忽略了拍摄者与摄影机的存在不同，“真实电影”却明确告知观众拍摄者在场，且抵达的真实是拍摄者在场刺激或叩问出来的真实。地点可以说话，时间可以说话，被时间浸润的地点、被地点充盈的时间也可以说话，但是只有像《浩劫》中那样，朗兹曼找来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沿着河流唱歌，伫立在焚尸炉前谈话——这种经过人为安排、站立在原有的草木葱郁的地点、背靠着难以承受的历史、饱含痛苦和忧伤的谈话——才既能体现当前的真实，又能呈现过去的真实，还能展现过去在今天深藏心底但隐隐生疼的真实。

由此看来，拍摄者是一个参与者、行动者，更是一个触媒。他和摄影机的存在改变了现实——媒介无疑是一种权力的武器，在人为营造的环境中，刺激并催化了事件的发生，而隐藏不露的真实因此得以浮现出来。在《前进，永远的神军》中，奥崎谦三的“拳头”虽不可取，但这种高强度的参与介入，才在缄口不言的战友口中“击打”出人吃人的真相。而在《水俣病患者的世界》中，那些因为工厂排泄含有水银的废水而患病的受害者，开始的时候形影相吊地把自己的畸形隐藏起来，是纪录片人土本典昭用胶片和录音带记录下他们悲惨的遭遇；无形之中，作为拍摄者、调查者的土本典昭还充当了信息沟通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受害者们因为影片拍摄而团结一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更在工厂股东大会上与那些西装革履的董事进行正面的对抗。

1970年马赛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uls）的《悲伤与怜悯》也是参与模式纪录片的代表作。该影片交替使用资料片和幸存者的采访，回顾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法国，从而揭开现代法国在二战期间抵抗神话这一层神秘的面纱。在英雄故事的背后，是几十年来充满着回避与虚构的历史。奥尔菲斯的采访，通过巧妙而耐心地提问，打破已有的知识框架，发现更复杂的现实——勇气与胆怯、计较与大度错综纠缠的现实。“《悲伤与怜悯》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艺术，奥菲尔斯一改以往那种将资料片片段和解说员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做法，通过一个个目击者的通常是相互冲突的叙述凸显历史，他使谈话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2]

 获得且并置“相互冲突的叙述”，正是调查记者的策略，真实就在这众声喧哗之中隐约呈现。而不同个体的叙述，其与真实的距离，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个体的言说参与了意义的构建，个体言说的差异更指向背后迥异的动机，指向复杂人性的深度。即使真实沦陷在众说纷纭之中莫衷一是，观众也能在“罗生门”式的叙述中体验真实构建中的“陷阱”。

与奥菲尔斯质疑官方的神话类似，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拍摄的《刺杀肯尼迪》一片则用虚构的“再现”颠覆历史的权威叙述。关于肯尼迪之死，沃伦委员会曾再三强调，肯尼迪遇刺是一桩孤立的案件。但斯通坚持认为刺杀肯尼迪是一次有组织的阴谋活动。通过分析资料影片，他从子弹飞来方向的弹道学角度认定刺杀绝非个人行为，而是多人团伙行为。“斯通相信干预构建真实的过程是可能的；他真正完成了动摇公众对一桩官方已有定论而不许公开调查的真实（事件）的感性认识；他对如何利用影像制造消息有敏锐的意识。不管斯通自己最终表现出了多少调查精神（他对这桩多义的、偶然的和木已成舟的历史事件的本质进行刨根问底的调查，旨在请求我们相信这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阴谋），他的《刺杀肯尼迪》都必须被严肃对待，因为这部影片重新激发了我们探究发生在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一次严重创伤的兴趣。”
[3]



参与模式的纪录片把调查者“解放”出来，再也不必躲在幕后，而是大大方方地走出来，去参与体验事件发生的真实环境，去切身感知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更引导着人们打破沉默敞开心扉，讲述当前的状况或以前的经历，给采访留下了一席之地，也就给人们展开对话创造了条件。调查对象面对镜头，既是在和调查者对话，也是在和潜在的观众对话，而在交叉剪辑中，他们也在互相对话，在互相证实或证伪。因此，正像故事片中身兼演员一职的导演既要设计好他人的动作，也要设计好自己的动作一样，参与模式的纪录片的调查者的动作（提问）触发了他人的动作，而他人的回应又再一次激发了更趋深入的对话。“访谈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冲突形式，一种直接的社交手段。它们不同于人们日常的交谈，而是一个强制性的询问过程。这个过程基于采访者代表一定的社会机制，访谈对方共同遵循的构成访谈的特殊约定或基本原则。”
[4]

 影片由此呈现出一种互动形式的真实，一种不是绝对而是冲突的真相。


（二）自我反映模式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营造一种虚拟的世界，很多故事片制作者忌讳在影片中露出采录声音的录音设备，而是力争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麻醉观众，将其带入一个设定了时空的封闭的故事。在纪录片发展的开始阶段，很多纪录片人也不暴露自己，摄影机只对准自己以外的他人与环境，只是记录排除了“我”的世界。也就是说，大多数电影制作者只给观众呈现他们的作品，而制作者和影片的制作过程均被排除在外。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梦幻的空间，再现一个“客观而中立”的世界。

但调查性纪录片的拍摄者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仅展现那个被谎言、假象、例行的日常生活遮蔽的世界，还力图在作品中展现拍摄者本人的调查过程。这体现了调查记者对社会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乃至对自我认知的认知——一种反求诸己的元认知。“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意识到在概括人类的社会行为时，以语言为媒介的自我反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他就必须承认，对于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分析师’‘研究者’所从事的活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5]

 这种自我意识还不局限于“慎独”时自我道德的监测和控制，调查记者更把他的自我意识记录在案，将其变成一种公共的东西，和其他信息一道传递给观众。

对于倾向性非常明显的调查性纪录片来说，这种创作者、创作过程“犹在镜中”的手法，就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自我反映”（或称“自我反射”）。“自我反映的意思是，影片中任何涉及自身制作过程的那些方面：影片的立意、获得技术设备的必要程序、拍摄过程本身、把零散的图像和声音片段组合起来的剪辑过程、销售影片的期望与要求、放映影片的环境条件，这些过程就使得影片具有了人为操纵的性质。用自我反映的方式把这些过程展示出来，就使观众意识到这些制作过程是对影片的中立立场和客观纪实能力的一种限制，使观众注意到为了传达某种含义而选择和重组事件的过程。”
[6]



自我反映这种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影片记录了现代城市一天的生活，更记录了摄影师的拍摄、剪辑师的剪辑，以及电影最后的放映过程，它是对电影制作神秘把戏“祛魅”般的解释，也揭示了电影人为操纵的特性。“我们原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接近真实的想法被这一切解构了。影片的整体效果就是对显而易见的‘真实’进行解构，我们还要对通过剪辑建构‘真实感’的这一过程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一方面，自我反映手法质疑事实和证据的获取（明显有选择），质疑拍摄与剪辑的完成（带有主观性）；另一方面，却在张扬创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又暗中表示自己不遮掩不文饰的真诚与坦白：“我”在参与，“我”在行动，“我”更通过这些专业主义的、技术主义的方法与手段努力获得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

一边自我解构，一边仍在自我建构。在调查性纪录片中，摄制者要与观众分享的不仅仅是结果，还包括达成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最终不仅揭示现实和历史的真相，还着重揭示遮蔽这个真相的种种企图，以及阻挠发现真相的各种力量。在《海豚湾》中，调查者投身海豚保护的动机，在日本遭遇的跟踪与阻挠，为完成调查任务招兵买马的过程，为应对严密防卫而改装相机和设计策略，以及趁着黑夜惊心动魄地安装设备的环节，背着播放中的影像闯入国际会议……甚至，结果本身已不重要，是否能够揭开真相也不重要，而各种抵达终点的企图，沿路遭遇的各色“风景”才是影片最着力构建的文本。

将拍摄影片、剪辑影片的过程直接呈现于影片之中，这是自我反映手法最为典型的做法。《海豚湾》如此，《超码的我》《影片未分级》《杀戮演绎》等影片莫不如此，甚至在一些电视节目如PBS拍摄的《前线》节目《性奴》中，摄制团队也将招募“线人”、在衣服上安装偷拍摄影机等场景摄入影片，作为逼近真相的一种手段。此外，在影片引用的资料上标注来源，以区别汇编的文献纪录片中真实的历史镜头和事件发生之后搬演的镜头，或者在大众传媒、监控录像、家庭影像等影像资料的利用之际突出影像的出处，借以反思影像摄制的目的与意义也是自我反映手法经常采用的方式。比如在《抓捕弗雷德曼父子》一片中，导演安德鲁·贾瑞凯以弗雷德曼的家庭录像构建了另一个叙述时空。这些私人影像成为理解弗雷德曼家庭关系和人物心理的一把钥匙，它还促使观众思考拍摄这些影像的动机。

在很多人类学影片中，摄制者力图达到《北方纳努克》一片的效果：那些处于人类童年的边远的族群，不受污染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奇特的风俗生活。但在《夏日纪事》中，人类学家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让此前的被访者一起观看了摄制的影像，并进行了小组讨论，他们借此强调的是制作者和主体之间互动的关系。与之类同，更促发人们反思的是《杀戮演绎》一片的摄制过程：昔日的杀人者静静地端坐在电视机面前，“赏鉴”着录像带中自己演绎的杀戮，对衣服、道具、表演等发出近乎“苛刻”的评论。由此，真实的含义大为扩展，它不仅仅指向历史中曾经发生的确凿的事件，更指向“历史时刻”与“当下现实”交融的事实，指向通过文字、言说和影像等各种语言编织起来的“残酷”现实。

像迈克·摩尔一样，拍摄者成为影片的主角，这是不是有自恋的嫌疑？但调查记者并不是揽镜自照，也不是拍摄自己的“私角落”，而是让摄影机跟随自己，为了公共利益记录下查找证据寻找答案的过程。有的调查式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多期多年的播出机制中成为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品牌主持人。无论在演播室还是在田野现场，自然有一个策划、设计、台词、化妆的幕后团队在修饰和维护着他（她）的明星形象；这些主持人也时刻注意着改进自己采访的技巧，增加自己思考的深度，提升自己的镜头形象。但是，最优秀的记者主持人并不追求拿腔捏调的表演，而是在调查现场这个最注重临场发挥的“舞台”忘掉自我。只有主持人的身体、语言自然而然而又浑然一体地编织进整个文本之中，它才可能成为影片（或节目）的亮点和标识。

但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视听效果，为了更直观地认知事物，很多调查性纪录片的调查者禁不住要表演（有时不是自己想表演，而是纪录片摄制团队设计了表演）：把自己当作道具，去演示事物某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比如在做田野调查时，被污染的河流，或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发出刺鼻的气味，这用画外解说就缺少说服力，而这时调查记者掩鼻而走这种瞬间的肢体反应，自然更亲切、更令人信服地传达出他的在场体验。与此相同，主持人在台风中东倒西歪，在瓢泼的暴雨中狼狈不堪的样子，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加强观众的同情心，从而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电视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的主持人王利芬才会跳进渗灌池，查看池底生长的树；她会预先让人摇动埋好的上水管，以便在摄影机的注视下——也就是在观众的见证下，轻松地拔起带着堵头的上水管，以揭开一场“形象工程”的本来面目。

提给采访对象的问题可以提前设计，但采访对象的回答不能先期安排。这是纪录片的底线，也是调查性纪录片的底线；否则，这就不是纪录片而是作伪作假的虚构。有些采访，比如对一些大人物，像前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或者对某一总统的采访，对方有可能要求提前获知问题，以之作为答应接受采访的条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问答双方没有“串通”起来，提前就问题与回答进行整体而全盘的设计，“协作”欺骗观众。调查者仍然保持着获得回答的初体验，并根据实际应答巧妙而机智地安排问题，临场插入新的问题，甚至可能延长预先安排的采访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

“当一个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的行动将会影响到后者已具有的情景意义。有时，个体会以筹划好的方式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仅仅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这也许会从他们那里唤起他打算获得的某种回应。”
[7]

 社会学家戈夫曼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记者主持人一个特殊的视角——关注他的采访行动赋予的“情景意义”：调查记者带着麦克风和摄影机来到他人面前，突如其来地就把对方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一方面，调查记者以民众知情权作为坚强的后盾，成为公平正义的无冕之王的化身；另一方面，只要答应了采访，采访对象就必须在这被“逮了个正着”的情景下正确地做出反应，或者如实地告知实情，或者虚假地说出谎言。同时，采访对象也会激发起控制欲，他意欲利用自己在镜头前发声的机会，给调查记者也给隐含的观众一个说法，一个他自认为得体且自圆其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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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题与叙事

“诗人的这种直接的引导，加上雅典娜的神圣证词，……我们对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担心什么就十分清楚了。我们显然同情英雄们，鄙视那些求婚子弟。不用说，如果另一位诗人从求婚者的角度叙述这些同样的故事情节，我们读到这些历险时，所希望和所担忧的事情就会有极大的不同。”
[1]

 这是韦恩·布斯做出的假设，以此说明叙事以及叙事角度对读者的影响。在史诗《奥德赛》中，诗人荷马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在引导着读者，左右着他们的情感。在布斯看来，由于讲述者的角度不同，讲述的故事也就大异其趣。诗人的这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就是一种讲述故事的修辞学。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叙事（讲故事）是虚构的文艺作品的专利，而现实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以及对其予以记录报道的新闻作品和叙事无关。然而，在亲眼看见事件发生之外，只要有人想告诉他人自己看到的事件，只要好奇地向他人打听并听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叙事就不动声色地介入了，它从后门溜进来，组织信息并传输着信息，以使得说者表达清楚听者明白理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才认定，叙事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动机和冲动。

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他远不是逐一展示各种证据，他还要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忽而置身事外，忽而置身事内，有时把申辩的机会让给他人，有时又“抢”过话头，禁不住要对事件和人物品头论足。他如何展开调查？怎样开启他的发现之旅？他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疑，他真实的调查过程与呈现出来的调查过程并不完全相同，至少他压缩了时间，进行过选择，强调了某些方面而放过了某些环节。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现象一桩事件，调查记者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并把其所知转而告知他人，是需要一番斟酌和组织的，他需要熟悉并运用文字和视听的媒介以便传达出来，需要利用一定的技艺进行整合与建构。

研究叙事学的华莱士·马丁对“阅读故事”过程的描述也可以移用调查记者的文本建构：“分析者在开始阅读之前就知道那个整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结果，将一个接一个的元素纳入一个模式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发现的航程，倒不如说是沿着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重走一遭。每一个理论家都处在与俄狄浦斯相同的位置上：他出发去寻找一个真理，但观众（读者）知道这一真理是预先注定的——只要观众了解他的背景和假定的话。”
[2]

 这并非说明，调查者一开始就把握全局，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事实应该是这样的：通过不间断的深入的调查，他终于了解了更多的内幕；等到他静下心来，开始构思并结构文章，或查看素材并剪辑影片，他就开始了叙事。他“重走”此前的路线，借此去寻找一个“预先注定”的真理。

这条“路线”，是调查记者的真理发现之旅，而安排这条“路线”的“路线”，就是调查记者建构文本的“叙事”。就叙事学这门学科而言，这里有作为主干的大路，也有无数分叉的小径（巴特区分为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以示事件之间的等级次第），如有母题，有功能，也有视角，还有顺序等。对此本书不拟也不可能一一分析，仅从母题和叙述者的角度，对调查性纪录片做一文本的分析。


（一）寻找的母题


“调查记者出发去调查事件的真相。”单从句子出发，这个句子自有建构事实的独特句式——展示行动过程的类型。按照曾庆香的说法，“行动型再现强调某一事件的发生以及发生的动感，它的语句的谓词是动词（包括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并且，动词的所有行动元，即施事／或受事和状态元都出现……”
[3]

 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记者参与的调查富有动感，在这一核心的有着时间序列的事件中间，还镶嵌有不同功能组成的分系列。反过来说，犹如支流汇成大江大河，正是这一组组叙事的分序列组成一条基本的叙事序列。这个整体的叙事序列，就体现了英雄般的调查记者出发寻找真相这一母题。

“母题”（或称“主题”，但不同作品有相同主题方称母题，故母题侧重可以重复的主题）这一概念，最早由民间文学研究者提出，他们研究众多的民间故事，发现具有一些相同的主题。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汤普森认为，一个母题是故事中成分最小的、能持续留在传统中的成分。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如此定义母题：“任何叙述中最小的而且不可再分割的单元。”他从叙事命题共同模式的角度确定“角色”完成“功能”，功能组合而成行动，行动的序列构成一个母题。他举例说：沙皇送给好汉一只鹰，鹰把好汉载到了另一个王国；一个老人送给苏钦科一匹马，马将苏钦科载到另一个王国；巫师送给伊万一艘小船，船把伊万载到另一个王国；公主赠给伊万一只指环，从指环中变出来的好汉们将伊万送到了另一个王国。
[4]

 上述四个事件，可以绎出这样的模型：某人凭借着从另一人手中获得的某样东西到达了另一个王国。这里，变化的是角色的名称，不变的是行动或功能。也就是说，事件当事者、参与者的身份是可变的，他们的名字、性格也可以在各个故事中大不相同，但“谁做”“怎样做”“做了什么”这一母题模式却始终稳定不变，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始终保持着统一性和稳定性。

母题之所以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是因为在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故事下面，隐藏着一个普遍的叙事结构，它超越文本、超越地域、超越时代，以至于超越各种叙事媒介，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故事框架。“调查记者出发去调查事件的真相。”在调查性纪录片的这个母题下面，有着恒定的结构：调查记者（导演）及其团队，出于某种切身的动机，发现一桩事件的线索，出发前往某地或多地，突破各种障碍或困难，寻找相关人证或物证，以揭露利益相关方不当地实施着某种行动，给自然和社会带来某种伤害，因为这种揭露行为，某种错误情形得到一定的改善。当然，这是故事发展的一般顺序，在撰写的调查性报道或摄制的调查性纪录片中，各种功能展开顺序和展开的程度会有变化，角色的行动也会有所出入，而在一个时间序列中，还可以省略或重复，可能并列叙述另一序列，或者镶嵌另一序列。

在调查记者出镜的纪录片中，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独行侠，至少还有他的摄像同伴不离左右，不少影片和节目都将其刻画成向不当行为冲锋陷阵的英雄。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披荆斩棘地解疑释惑，向不当的行为和实施不当行为的利益集团发起冲锋。有的调查者是不当行为的受害者，有着心灵创伤，或者曾经是不当行为的实施者，因良心发现而反戈一击。因此，“调查主人公受伤”成为调查行为的一个原初的“个人动机”。在《海豚湾》中，里克·欧拜瑞最初参与创建海豚表演这个行业，但一只海豚在他臂弯“自杀”的事件促使他改弦更张，转而致力于海洋保护和维护海豚的自由与生命。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戈尔坦白，自己妹妹的病亡给自己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一片，战友被26条狗追逐的噩梦唤起了导演阿里·福尔曼关于黎巴嫩战争、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屠杀的回忆，寝食不安的他开始了调查记忆的征程。《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一片，导演潘礼德曾经就是波尔布特劳改营中的一员；而在《前进，永远的神军》一片中，日本二战老兵奥崎谦三所在的部队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他就是要撬开战友紧闭的嘴巴，以获知历史的真相。

“出发”与“追踪”是随后两个主要的功能项。因为自身曾有的经验，或者从他处听闻的“风声”，调查者决定出发，前往事发地点。在移动的镜头中，车辆舟船不断行进，调查者一步步抵达现场，由此追踪各种线索和证据。《海豚湾》一开篇，就向观众显示调查者来到大地町……镜头中的地名，推进镜头中的海湾，预示了在这事发地即将上演的调查行动，调查者意欲走近这片土地，一探究竟。在《医疗内幕》中，为了比较其他国家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优劣，摩尔从美国到加拿大，到法国，到英国，他硕大的身躯在不同的地点往来，更跟随着伦敦的一名医生出诊，以体验他国的医疗制度。伴随着调查记者的“旅行”，调查过程一一得到展示，真相也在层层剥笋中逐渐水落石出。

在“调查”故事中，开展调查的调查记者和不当行为的实施者是对立的主人公，他们一方要揭开某种内幕和真相，一方设置各种障碍，千方百计予以阻挠，正面直接或迂回间接的“交锋”是调查母题的又一重要的“功能”。在《海豚湾》中，调查者试图通过常规的途径，和日本大地町当局进行沟通、谈判，希望拍摄猎捕海豚的行为，但遭到拒绝；调查者又尝试利用鲸鱼保护协会这样的团体，希望改变猎捕行径，这一方法仍然行不通。为了实现拍摄，导演组队并配备装备来到日本，和当地渔民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交锋”。对手跟踪他们，到他们下榻的酒店“劝退”，更用言语和肢体向他们挑衅。这没有挫败调查者，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与其巧妙周旋。在目睹海豚被屠戮的现场后他们愈加悲愤，于是想出用石头隐藏相机的“妙计”，趁着黑夜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了摄影与录音设备。

有动作方面的“交锋”，更有言语方面的“交锋”，表现为调查记者的“质询”和对手为自身的“辩护”。质询是一种火力侦察，也是套取言证的手段，意欲从对方口中获得线索，获得对不当行为的承认，以及承担不当行为带来的后果的承诺。然而不当行为实施者往往拒绝访谈，或者否认曾参与不当行为。其实，在事实面前的否认反而会帮助调查者揭穿其谎言，揭穿背后牵涉的巨大利益。在《海豚湾》中，调查者就对是否吃海豚肉、海豚肉有没有毒、海豚肉是不是进入了学校、捕杀海豚后是不是迅速将其杀死等事宜，向相关人员发出质询，而接受质询人员的否认性辩护在调查记者搜集的人证物证面前就经不起验证，其躲闪飘忽的言语（包括肢体语言），或其“言之凿凿”的声明，反而凸显其心虚、遮掩与抵赖。

最终，调查者突破各种人为障碍，直接获得信息，或从物证、人证那里得到信息，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真相”一般都以“破坏”的形式得到呈现：对自然的破坏，对生命的灭绝，对法律的践踏，对人性的违背……这是全篇的高潮，因不当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物或人，展示了他们（它们）的灾难或灾难性后果，这将赋予调查行为以意义，更激发读者（观众）的情感：因同情受损而支持调查行为，谴责不当行为，且为真相曝光后的惩恶除暴感到大快人心。《海豚湾》中充满镜头的血红的海湾，那一只尝试逃脱围捕的海豚的几番沉浮，都震撼人心。《医疗内幕》则在开篇倒叙“破坏”的后果：一个成年男子因为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只好自行用针线“缝纫”破裂的伤口；一个蓝领工人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费用，只好舍弃被齿轮割断的指尖。在影片中间，费用不继的患者被医院冷酷无情地扔到大街之上，这是对人伦道德、对医院救死扶伤的莫大讽刺。灾难性事件的隐痛、水俣病患者的残障（《水俣病患者的世界》）、大屠杀幸存者的悲伤（《浩劫》《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陈果仁母亲抑制不住的哭诉（《谁杀死了陈果仁》）……或直接展示“破坏”的后果，或呈现“破坏”留下的无尽的痛苦。

调查性报道有的展现整个调查过程，有的展现重要的调查环节，有的还呈现调查一方招募组织队伍，准备各种装备，筹划各个步骤等行动。很多调查记者寻找的不仅仅是不当行为的当事人，还有不当行为的旁观者和知情人。在调查性报道结尾，不当行为的实施者受到惩罚，不当行为得到一定的纠正；或者不当行为并没有真正停止或有效遏制，不当行为的实施者也没有得到如期的制裁。因此，问题或者得到相对圆满的结局，或者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第一人称叙事


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纪录片拍摄者不再隐身画外“客观”地观察世界，而是把自己的调查过程或全盘或片段地展示出来。在选用人称与叙事手法方面，不少拍摄者采用自我反映的模式，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样，观众就可以跟随拍摄者的“主观”的眼睛，开始感同身受地体验这一揭露真相的探索之旅。

这是亚当，他碰上了事故。他是将近五千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中的一员，但这部片子并不是关于亚当的。……这是里克，他锯掉了他的两个手指尖，他首先想到的是，……里克也不能享受医疗保健制度，于是医院给了他几个选择，接上他的中指，收费60 000美元，或者接上无名指，收费12 000美元。……作为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里克选择了无名指，选择支付相对廉价的12 000美元。……他的中指尖，现在在俄勒冈州的垃圾填埋场中，享受它的新家。……但这部影片也不是关于里克的。没错，将近五千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每天祈祷着不要生病，因为18 000人将在今年死去，仅仅因为他们没有保险。但这部影片不是关于他们的，它是关于你们这两亿五千万享有医疗保险的人的，关于你们这些活在美国梦中的人的。


——《医疗保险》片头



我真的要说，我们确实想用合法手段拍摄这个故事。我想到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这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理查德最初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原来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是大地町村，一个有着惊天秘密的小镇。开车进入大地町，就像进入“阴阳魔界”，如此怪异。如果不知情的话，你会认为这是个热爱海豚和鲸鱼的小镇。“我们左边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地町鲸鱼博物馆，我非常非常憎恨这个地方。”我们刚到达日本的时候，理查德·奥巴瑞的心情沉重，他说：“哦，你们得戴上口罩，否则，他们就知道你们来了。”我无所谓，那戴就戴吧。“有警察，我要弯下腰，改变一下体型，让他们认为我不过是个日本老人。”我当时想，怎么办？我这么大老远地跑来，却摊上这么一个疑神疑鬼的家伙。


——《海豚湾》片头



博阿玆·瑞恩：“它们伫立在那里，嚎叫着，26只恶狗，我知道它们表情的含义，它们是来杀戮的。然后它们告诉我的老板贝托德，把博阿玆·瑞恩交给我们，不然我们把所有人吃光，只消片刻！”

…………

阿里·福尔曼：“到你开始做梦，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博阿玆·瑞恩：“20年前。”

阿里·福尔曼：“你试过其他方法没？”

博阿玆·瑞恩：“——比如？”

阿里·福尔曼：“治疗，心理医生，按摩之类的。”

博阿玆·瑞恩：“不，没有，我联系了你。”

阿里·福尔曼：“我只是个拍电影的！”

博阿玆·瑞恩：“拍电影不能作为疗法吗？你的电影里面总会解决一些问题，不是吗？”

…………

（画外解说）和博阿玆的那次会面，是在2006年的冬天。那晚，是20年来第一次我的思绪回到了黎巴嫩的战场上，不只是黎巴嫩，还有贝鲁特，不止贝鲁特，还有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那场屠杀。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片头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无时无地不在，亘古恒有，它担任着交际的功能。从生产者到传播者再到接受者，传授之间的符号系统，以及如何编织叙事文本，最值得研究。在信息交流的模式中，传播者如何整合他的信息？在文艺作品的生产中，真实的作者又如何编织他的文本？这必须考察叙事文本这个符号系统，分析叙事的各个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笔者拟将上述三部影片的开头作为案例，分析调查性纪录片的叙事特征。

首先要分清讲述与展示。小说家福特曾用生动的例子说明“讲述”和现实主义的“复制”（类同“展示”）的不同：“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说‘X先生是一个满嘴喷粪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了解得很少。但是，假如他一开口便说：‘他娘的，把这些臭自由党人竖到墙根底下，我要把他们的狗肠子给打出来……’那位绅士给你留下的印象，翻看过很多页后也不会消失。”
[5]

 在电影中，“展示”一如《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福尔曼与瑞恩的对话（最好是双人镜头），而“讲述”则可以在拍摄对话时用正反打，或者用字幕，或者更直接地运用画外解说。上引三部影片都有画外解说，而“绝望的浪漫主义者”“疑神疑鬼”是叙述者对文本人物的评价，而“心情沉重”是叙述者对文本人物心情的感知，它们是否可靠，则有赖于文本人物的“展示”，以及读者对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判定。

其次，要分清真实的作者与文本的叙述者。巴特认为，“至少根据我们的观点，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作者绝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
[6]

 。真实的作者是文本之外的书写者，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定期写作故事的个体，他与文本之内的叙述者迥然不同，后者只存活于文本之中。希利斯·米勒结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曾做出这样的论述：一方面，坐在桌前的伍尔夫，面前一张空白的稿纸，她在写作《到灯塔去》，笔下的字句逐渐铺满了稿纸的空白区域，这是真实的作者；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叙述者则是另一个人，他在文本之内存在，拥有完全不同的力量。

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真实的作者与叙述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纪实性作品中，尤其是在自我反映式的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记者走入镜头，他出发寻找真相，抵达事发现场，搜集各种物证，与各色人等交流与访谈。和文字形式的描写、记述、评论不同，在调查性纪录片中叙述人用镜头、字幕展开叙述。更有一种直接的方法，叙述人不满足于一一呈现画面（如《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的对话），而是用画外解说的方式讲述故事；甚至不限于讲述故事，还讲述故事的缘起，讲述电影拍摄的动机与目的。因此，这种包含着“元电影”元素的“元叙事”，包含着调查记者本人行动的影片，就与封闭的故事片不同：叙述者就是调查记者本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调查记者本人也在故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寻找真相的探索者，一个执着地向不公与邪恶战斗的勇士。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如隐私的日常生活都暴露出来，而是在对镜头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现身或不现身地讲述他参与调查的故事。也就是说，调查性纪录片不是“我讲述故事给你听”，而是“我讲述我主持调查的故事给你听”。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调查性纪录片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且在讲述“我”所目击的故事时有着天然的优势。和虚构的影片不同，调查记者在全盘调查事实之后，才将拍摄的素材重新进行剪辑，因此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悉数了解，完全可以采取非聚焦的方式，像上帝一般全知全能地讲述故事。同时，因为调查记者展示的是他调查所得，并且自己的调查过程也都收入影片纳入文本，他又能采取一种固定内聚焦的叙事，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他只知道他所耳闻目睹的事情，除此之外，他无法得知其他信息。此外，在采访他人的时候，即使对方说的是谎言，对应付的责任百般抵赖，但因为有摄影机在跟踪拍摄人物对话时的表情，记录下对方的肢体语言，就算采取客观中立的外聚焦的叙事，也能透露几分采访对象的内心世界。所以，调查性纪录片的主观视角虽然固定，但叙述人却能在文本内外自如地来回切换，采用不同的聚焦方式。这样，它可以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视点展开透视，而是有着中国画般的特殊的视角，在尺幅之内纳入“平远”“高远”和“深远”。

在上述三段片头的叙述中，“我真的要说”“我们刚到达日本”“我的思绪”，其中的人称“我”（“我们”）是影片的叙述人，也是影片的作者，还是影片的出镜记者。“这是亚当”“这是里克”“这是大地町”，解说词中的“这”具有强烈的指示功能，是对于所关涉事物的定位。它表示叙述者亲身抵达，在叙述人亲眼见证之下，叙述人有着解释的合法性。“我当时想”“那次会面”是隔开一段时间的回忆，表明这是影片当下的叙述人对过去的叙述，是老年的叙述人对年轻时候的回顾。“它是关于你们”“你会认为”，其中的第二人称“你”和“你们”是叙事文本中设定的读者（观众），是信息传递的接受者，是文本中叙述者的叙述对象。在《医疗内幕》中，这个“你们”把潜在的观众归入其中，在建立一种信任感和亲近感时，更邀约受众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的处境，由此激发一种自我认同的情感：影片并非与你无关，恰恰相反，它关系着大家的切身利益。在《海豚湾》中，因为“你不知情”，就很容易受骗，那虚假的表象就会误导人，误导有可能抵达现场的只是观光客的潜在的观众。叙述人于此在暗示，为免受骗，不如随我前行，去揭示表象下面隐藏的真相。

调查性纪录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调查记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这种强烈的介入会不会给客观性带来影响？会不会将自己的情感在影片中表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和消息报道不同，调查性纪录片并不追求无倾向的中立，调查记者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真相，向一切不当的行为发起质疑和调查。中立于他，是尽可能地找到事件的受害方和受益方，获取两方面的人证和言证。如果利益受惠方拒绝阐释，他会找到尽可能多的知情人；而调查记者本人，带着人文关怀，承担着社会责任，守望着社会正义，他用“主观”的眼睛寻找的是一种“客观”的真相，是在文本之中利用各种层次的叙事，在建构的文本之内搭建一个对话的机制与平台，最终尝试达成一个竞争性的真实。像《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一样，在叙述者（调查记者）之外，还留给文本人物瑞恩以叙事的机会，更在与事件知情人、当事人的访谈中，让更多的文本人物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借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定内聚焦叙事，或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进行多重内聚焦叙事，从而形成“复调”般的对话。

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一人称纪录片”（如《谢尔曼的征程》《我的建筑师》）并不相同。有些纪录片人将镜头对准自己，“我讲述我的故事给你听”。这样的影片可能讲述个人的隐私，是一种“私纪录片”。“我的故事”，多是个人的私人领域，涉及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是拍摄者本人用摄影机这管“自来水笔”记录下自己的影像日记。即使关涉公共领域，如战争、死亡、同性恋、强奸、乱伦等，也是个人事务与公众事务相交叉的部分，而不是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主动介入和调查。私人故事的公众意义主要从个体自身的境遇着手，借以反思事物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而不是像调查性纪录片，自身的遭遇往往只是调查开展的一个动机，调查者可以现身说法，但更多的是找到其他人，用他人的故事和他人的证词来构建一个关系自我但指向他人和社会的文本。

当然，一些电视台的调查性节目，并不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而是采用一种“伪装”的第三人称叙事。片头片尾演播室的节目主持人（有时在节目中间也会出现）是外在的叙述者，而前方的现场记者是内在的叙述者，这种套层的叙述层次使得两种叙事者相互对话，也相互印证。“记者随后进行了行程三个省历时半个月的调查追踪。”（《死亡名单》）这里，解说词中的“记者”看似与演播室主持人相对，是一个“他者”，其实不然，他们同属于一个节目的创作团队，完全可以替换为“我们的记者”。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伪装”的第三人称叙事，其实质与第一人称叙事并无不同。

总之，调查性纪录片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调查记者是一个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叙述者，他混合使用人称叙述和非人称叙述，与其他人物以及潜在的读者展开有关寻找真相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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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及风格

调查性报道的叙述人是调查记者本人，这并非意味着调查记者要向内进行心灵的自剖，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摄像机。他要调查现实或历史中的不当行为，最好要做到洁身自好，以身作则，但调查记者自我的道德完善不是调查纪录片的内容，向外的调查才是他此行、此职、此生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不得不接受、也不得不加以注意的是，摄影机跟随他的调查，在观众面前宛然树立起一个发掘真相、追求正义的形象，树立起一个逻辑清楚、睿智理性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关乎道德，而且还关乎美学。

在道德方面，调查记者是一个“理想的调查者”。所谓理想者，在并不完美的世界，必须保持某种精神和情怀，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为着心中的真理而赴汤蹈火；同时，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会遭遇一些挫折，面临一些风险，甚至投入时间和精力揭开的真相，因权力的打压不能得到真正的广泛的传播。在美学方面，在独立纪录片中调查记者往往还是影片的导演，在调查式节目中他也时常参与节目的后期制作，因此，电影的语言及其风格，就在接受者心目中形成凝固的印象：影片背后有一个“隐含的作者”，这个作者的“第二个自我”，和他镜头前的身体、腔调一样，带着特定的标识和观众熟悉的风格。

在《华氏911》中，展示“9·11”事件的段落，迈克·摩尔并不引用标志性的飞机撞向世贸大厦的新闻画面，他一反常规，采用黑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炸裂声、呼救声、哀号声、脚步声、警笛声……声声入耳，这一奇特的电影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细细的蓝线》中，莫里斯用慢镜头呈现警察遭受枪杀的场景：手电筒缓慢跌落并触地弹跳，装有饮料的纸杯从女警员手中脱手，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这一“情景再现”颇具作者个人的风格（《标准流程》中则显示缓慢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海豚湾》中，快镜头展示日本及世界的人类生产与生活的节奏，它表现了因加快的消耗带来渔业及自然资源的枯竭，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地球公民》中，动物成为人类的食物，它们饱受人类虐待与屠戮，死亡过程漫长而残忍，震撼的画面之外，有如泣如诉的琴声始终伴随，似乎在为这“地球公民”不堪的命运奏哀乐，鸣不平……

为了把电影从文学中从戏剧中独立出来，自电影诞生之后，人们就孜孜不倦地展开对影像语言的探讨。电影学者丹尼艾尔·阿里洪这样理解电影语言：“当电影制作者开始意识到，把各种不同状态下活动的小画格随意接到一起，和把这一系列画面彼此有机地接到一起的做法，二者之间有区别的时候，电影语言就这样诞生了。他们发现，把两个不同的符号结合到一起，便传达出一种新的含义，并且能够提供一种交流情感、思想、事实的新方法——一加一等于三——正如在其他交流系统中那样。”
[1]

 电影语言，自然包括镜头、色彩、对白、音乐等诸多要素，而建立在镜头之上的“蒙太奇”构成了最基础的句子和段落，是最为重要的电影语言。


（一）表现蒙太奇


最早的电影是从一个固定的位置拍摄的画面，就像从剧院的观众席观看拍摄在胶片上的活动影像。格里菲斯开始打破戏剧的时空观念，拍摄并剪辑一组由远及近、视点不断变化的画面，从此电影拥有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蒙太奇。当美国的格里菲斯在电影实践中走出了开拓性、革命性的步伐时，苏联的电影人不仅在创作上进行实验，在理论上也进行深入的探索。库里肖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维尔托夫等热烈地探讨各种形态的蒙太奇，把蒙太奇提升到美学思想的高度，并扩大了蒙太奇的表现范围。在他们看来，两个蒙太奇片段前后组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质”、新的“概念”，其效果远不是两者之和，而是二者之积，也就是说，获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爱森斯坦在《蒙太奇论》中这样论道：“由展开中的主题的诸因素中选取的片段A，和也是从那里选取的片段B，一经对列起来，就会产生一个能最鲜明地体现主题内容的形象。”换一个说法，“图像A应该从展开中的主题内部各种可能的特征中来选取，使得它们的——恰恰是它们的，而不是别的因素的——对列能在观众的感知和感情中唤起最完整的主题本身的形象。”
[2]

 在此，爱森斯坦强调“对列”，它不仅仅是时间顺序的先后排列，而是在叙事上有着某种逻辑关系。片段A和片段B有着相同、相近或相反的内容，可以表现一个完整的动作，可以累积地表达一种情感，还可以证实或证伪一个说法、一个观点。因此，由于“对列”的两个片段的内容不同、“对列”的方式不同、研究蒙太奇的理论家们提出并实践着各种五花八门的“蒙太奇”：对比蒙太奇、平行蒙太奇、诗意蒙太奇、理性蒙太奇、隐喻蒙太奇、节奏蒙太奇……

在分割画面出现之前，片段A和片段B只能前后依次出现，它符合单一动作和单一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但并不能如实地表现不同人同时做出的多个动作和发生的多个事件。像用运动的幻觉在二维的屏幕上表现出三维的效果（如今已有3D电影和VR技术），前后对列和交叉剪辑也能产生同时发生的幻觉效果，能够呈现出格里菲斯扣人心弦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尔丹也认为，蒙太奇就意味着影片中的各种镜头在某种顺序和延续时间中组织起来。但在他看来，纷繁复杂的各种蒙太奇，归根结底，可以分为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叙事蒙太奇中的每一个镜头自身都含有一个事态性的内容，其作用是从戏剧角度和心理角度推动剧情发展；而表现蒙太奇，“它是以镜头的并列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两个画面的冲击来产生一种直接而明确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蒙太奇是致力于让自身表达一种情感和思想，因此，它此时已非手段而是目的了。……它是致力于在观众思想中不断产生割裂效果，使观众在理性上失去平衡，以使导演通过镜头的对称予以表达的思想在观众身上产生更加活跃的思想”
[3]

 。

在马尔丹看来，蒙太奇不仅创造运动，创造节奏，更创造思想，也就是说，把取自现实的不同元素、不同画面、不同片段结合在一起，通过两两对照，激发出一种新的意义。前后镜头之间在内容上（如贫与富、苦与乐、生与死、高尚与卑下、胜利与失败等）或在形式上（如景别的大小、角度的俯仰、光线的明暗、色彩的冷暖和浓淡、声音的强弱与动静等）的强烈对比，可以突出其相互强调、相互冲突的作用，以表达创作者的某种寓意，或强化某种情绪和思想。如此，蒙太奇连接各个镜头，组成一个更高级的整体，潜藏在各个镜头里面的丰富内容也就因为连接而像电火花似的发射出来。举例来说，在《须德海》中，导演伊文思不止一次地将1930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时期人们焚烧小麦和抛麦入海的镜头，同一个面黄肌瘦、眼睛忧郁的儿童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就能激发人们进行分析性的、批判性的思考，从而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真实。

因之，表现蒙太奇不仅仅是暗示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而是着重启发人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方式。正如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玆·贝拉所说：“导演并不单纯地摄录现实，他是在‘分辑’一种现成的意义。不错，他摄录的画面是现实。但是蒙太奇使其有了一种含义……蒙太奇并不表现现实，它表现真理和谎言。”
[4]

 “表现真理和谎言”，这正是调查记者矢志不渝的目标。也因此，他们采取一种最直观、最有力的策略，即用表现蒙太奇去对照比较两组或多组现实的片段，将某些权力机关的官员，拥有资本与金钱的财阀，或者既得利益的受益方虚假的说辞与真实的做法，台前伪装的利人与台后本质的为己，美丽的广告公关与丑陋的蝇营狗苟并置在一起，将本来不在一个时空中的现实片段剪辑在一起，从而褫其华衮，露其本相，或者以子之矛攻其之盾。就这样，后一个画面、后一个片段完成逻辑论证上的证伪，在二元对立之中，观众跟随创作者“主观性”的思维，洞穿“客观性”的真相。

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前一个画面是克林顿总统在演讲，表示要在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尽量避免伤及无辜，后一个画面则是科索沃当地医院和小学遭到空袭。在《看不见的战争》中，前一个画面是一名美军飞行员在兴奋地说他喜欢大黄蜂战斗机，后一个画面显示的是奄奄一息的孩子被从遭轰炸的废墟中挖出来。在《华氏911》中，前一个画面是政客在夸夸其谈：“我们攻击的准确性是非常惊人的，任何地点的物体都能被准确辨认，对于平民我们给予了人性的关怀。”而后一个画面是站在被炸成废墟的房屋前，一个悲愤的伊拉克母亲在大声控诉：“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房屋，就因为轰炸，我们举行了五个葬礼。”前一个画面布什总统在演讲：“美国人民在伊拉克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与同盟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后一个画面中，留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遭遇炸弹袭击，士兵惊恐不安。在《海豚湾》中，前一个画面显示海豚在蓝色的海洋中自由地“飞翔”，后一个画面则显示被围捕被屠戮的“海豚湾”血红一片。在国际鲸鱼保护大会上，日本的代表发言说捕杀海豚很人道，被快速地杀死，但紧跟在后面的画面显示，有海豚并没有被一刀杀死，而是受伤后在挣扎，被拖行在地上留下血红的痕迹。在《地球公民》中，关于训练动物以供娱乐，驯兽师声称从来都没有打过动物，但影片的拍摄者捕捉到有人猛击大象大腿的画面，以及一组殴打和惩罚动物的镜头……

正是这样，“从反映现象本身到反映现象之间的关系”，表现蒙太奇强调对列镜头之间的冲突。单独的镜头分摄了表象的现实，它们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东西”，只有将这些真实的和虚假的表象（对于不知内情的人而言，说谎者所撒的谎即为真实）并列剪辑在一起，只有在对列镜头的互相冲击中，表象的形象才形成有意义的“意象”。对叙述者而言，这不是堆砌式的叙述，而是带着情感带有意图的叙述；对受述者而言，这能够激发他们的情感，引发他们进行思考，从而体现蒙太奇一加一大于二的神奇的力量。

在最初提倡蒙太奇的时候，爱森斯坦提出的是一种“杂耍的蒙太奇”（实为“吸引力蒙太奇”，因早期翻译之误，始终沿用）。他认为，杂耍是一种戏剧性的因素，可以震动观众的情绪，使之受到感性上和心理上的感染。“不是静止地去‘反映’特定的、主题需要的事件并仅仅通过与这种事件有逻辑关系的感染手段来加以解决，而是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把随意挑选的、独立的（而且是离开既定的结构和情节性场面而起作用的）感染手段（杂耍）自由组合起来，但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达到一定的最终主题效果。”
[5]



这种“杂耍蒙太奇”，在马尔丹看来是表现蒙太奇最典型的代表。爱森斯坦在实践的时候，因为“随意挑选”，甚至挑选与事件没有逻辑关系的感染手段而饱受批评。调查记者遥承了这一杂耍的感染手段，他们运用拼贴的方式，在揭露谎言呈现真相之际，也展露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二）反讽的风格


爱森斯坦倡导的蒙太奇并不仅仅满足于叙事的需要，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表达思想，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为了达到一定的“主题效果”。这样的意图以及实现这个意图的创作实践，也就给作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最终在接受者那里形成一个隐含作者的轮廓：一个既可以在价值判断上识别的道德形象，又可以在艺术审美中标识的美学风格。

人如其面，很难在不同的调查性纪录片那里归纳出一个统一的美学风格。尽管如此，为了切入沉重的现实，唤醒沉寂的历史，应对霸道的权力和资本，调查记者仍身体力行，以怀疑的精神颠覆高下与尊卑、伟大与渺小、宏伟与琐屑之权力等级秩序，把探照的灯光照进最幽暗的角落，揭露一切虚假的表象，尤其是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拉下神坛，将那些美丽的神话背后丑陋的交易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反思人性的缺陷与弱点，守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面临相同的任务，身处类似的处境，他们不约而同的做法就是并置相互冲突的元素，用事实与言语之间的牴牾，进行批判性的、否定性的讽刺，用这种表现蒙太奇的手法达到反讽的效果。

据学者赵毅衡考证，反讽（irony）一词源自希腊语eironeia，原意为“佯作无知者”，指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他明明了解事物的真相，却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有意说傻话，最后表明这些傻话又是正确的，从而使对手服输。在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者通过调查掌握着很多物证和言证，获知大量的信息，这就使他在与访谈对象展开对话之时，并非完全不知内情，而是知道某些内情而佯装无知，借对方反馈的信息以扩大知情范围，验证其所知；他要借对方的嘴，说出他本人想说但只有经他人说出才更令观众信服的话语。或者，本来“你知我也知”，却让对方入我彀中，使对方错误认为“我知你不知”，因而无所防备，信口雌黄或大言不惭。当然，在调查采访之际，对方不见得服输，拍摄者是在成片之中通过对列的表现蒙太奇，凸显出对方的错误、虚伪和愚蠢。

最早系统研究反讽的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对反讽进行了“定位性的思考”。在他看来，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有两条：其一，现象不是本质；其二，主体是消极自由的。对于第一条，反讽常常通过一种对立关系呈现，并凸显这种对立关系。“反讽主要是作为把握世界的反讽出现的，它故意迷惑周围的世界，与其说是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毋宁说是为了使他人显出真相。”
[6]

 因此，反讽的矛头也可能指向生存，它坚持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否定性，嘴上所说与意之所指正好相反。像《华氏911》一片，迈克·摩尔第一次见到布什总统，布什“忠告”迈克·摩尔“做你自己好不好，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抓住布什总统的“工作”一词，迈克·摩尔呈现布什就职总统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假。在影片的最后，导演引用布什的话结尾：“你可以愚弄我一回，但下次，你愚弄不了我！”就是这样，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把严肃的话不当真，或者将开玩笑的话当真，反讽的一种主要的手段就是呈现言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内外不一，借其之矛攻其之盾，表面赞成，实则归谬，通过相互冲突的言语之间的牴牾，突出其矛盾与荒谬。

实际上，很少有影片像《华氏911》的结尾那样，调查记者站出来冷嘲热讽，他们更多的是让调查对象自我陈述，让这个由采访而得的“不可靠陈述者”与历史资料、可靠物证和人证、现实事件的本来面目进行竞争性的对话。在《战争迷雾》中，军方人士声称战绩良好，那好，担架上的伤员给这个陈述一记响亮的耳光。《抢救切尔诺贝利》中，法国方面尽可以否认境内有放射性云层，但事实胜于雄辩，这个“官方说法”被这样的事实推翻：20年后在法国，尤其在科西嘉地区出现的甲状腺病例，性质与严重程度跟切尔诺贝利附近区域所发生的病例相同。

法国批评家乔治·帕朗特这样说：“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与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理性的角度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
[7]

 可以说，没有矛盾和将矛盾予以对比，就没有反讽。这种对比，可以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照（米克之“直接矛盾式反讽”），或是人物的行为与情节事实或叙述者的评价的对照（布思之“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对照），或是人物的语言与自己的行为的对照（克尔恺郭尔之“执行的反讽”），也可以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品质、行为、事件或情境的对照（布鲁克斯之“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等等，这些对照构成反讽的要素，并在反讽中揭蔽除尘，去伪存真。而且，对照越鲜明、越尖锐，则反讽的效果越强烈、越突出，也越能体现反讽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在《抢救切尔诺贝利》中，有负责人宣称，自从掩埋核泄漏的石棺建造完成，就有三千清理人在看管，以避免任何损毁。但与采访的声音对位的是一个推进的镜头，画面显示石棺渗漏严重，灰尘从缝隙中不断地飘落。这种言不由衷、名不符实的官僚主义的嘴脸，不待调查记者插入主观性、引导性的评论，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一片中，导演运用后现代式的拼贴手段，不仅运用故事片的段落展现枪支的威力与泛滥，甚至还利用电脑技术制作动画，形象而生动地展示美国安全感缺失的历史，为美国黑枪文化寻找深藏其后的历史动机与社会心理。把动画和真实史料无缝地连接在一起的，要数阿里·福尔曼导演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2008）。影片从个人视角讲述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尤其是入侵期间发生的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这部题材略显陈旧但表现形式新颖的影片，以其浓郁的个人化的风格独树一帜，成功地揭示了历史事件对个人持续地产生梦魇般的回响，实现了对当时以色列行为最严厉的道德控诉。

在调查性纪录片中，调查记者给予调查对象，尤其是利益的受惠方、伤害事件的实施者以解释的机会，却并非给他们以澄清、忏悔的机会（《远离罪恶》中的那个恋童癖的牧师表示忏悔，还要求向昔日的受害者当面致歉，但没有人接受和解），而是让他们自曝其丑，或者让观众在已经或即将看到其丑恶的行径之际，再次看到他们掩饰、虚伪、推卸责任、顾左右而言他的各种生动的“表演”。也就是说，调查性纪录片利用表现蒙太奇的手法，在叙述分层中让他们展开“不可靠的叙述”，通过人赃俱在，反讽地非其所是，以揭露言辞背后的真相，激发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

如何理解克尔恺郭尔所说的消极的自由呢？对于调查记者而言，他无法直接改变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秩序，无法动摇资本和货币形成的霸权结构，因此只能在文本之中贬低它们嘲笑它们；不是痛心疾首，而是以一种疏离与不合作的态度，玩世不恭地嘲笑不当的行为；不是直接地进行抨击，而是在一种漫画般的对照与冲突中，婉曲地讽刺不合理的制度。因此，“有的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无所不知，面对这种愚蠢行为，真正的反讽是随声附和，对这一切智慧惊叹不已，吹捧喝彩，从而鼓励此人越来越狂妄荒诞，越来越高地往上爬，尽管反讽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一切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
[8]

 像《杀戮演绎》那样，影片的拍摄者怂恿并鼓励昔日的杀人者，在狂欢之中得意扬扬地逼真演绎过去的“罪行”。此时的调查记者言语上随声附和，精神上却居高临下，带着几分怜悯和嘲弄，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俯临并讽刺着这场愚蠢的“表演”。

除了言语反讽、反讽言语之外，在解构主义的后现代语境中，调查性纪录片还用杂糅的拼贴、滑稽的戏仿等手段，将反讽与游戏、狂欢衔接起来。狂欢之时，全民都是演员，先前存在的等级秩序统统暂时取消；游戏之际，笑谑统领一切，充满了对一切神圣之物的不敬和亵渎。导演埃米尔·德·安东尼奥就是从朋友的拼贴画那里得到启发，通过拼贴人物、声音、影像和思想，来处理那些枯燥而死板的历史资料，使各种信息相互撞击，产生新的意义，尤其通过并置对立的信息，借助表现蒙太奇的手段，获得反讽的效果。“我所有的影片都是拼贴电影，我曾经怀疑，我正在做的是不是与我从事电影行业前认识的那些创作拼贴画的画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米尔豪斯》是从上百万的选项中剪辑出来的：它结合了各种元素，我在影片中使用拼贴画来表达一个政治理论，因为它是对文献真实的一个速记。”
[9]



对于拼贴这门技艺，迈克·摩尔更是熟能生巧，举凡报刊、广告、会议、演讲、新闻节目、虚构的故事片、电视真人秀、探头监视画面、过去的资料影像，等等，都成为他囊中的法宝，他变戏法一般地将它们组合起来，以说明某种境遇，传达某种情绪，更主要的是，以狂欢的反讽的形式表达对权势的嘲笑与批判。在《华氏911》中，摩尔还用10首歌曲参与构建文本，不仅使影片轻松、娱乐化，还增强了讽刺意味。比如，“在序幕中布什当选总统出外度假时，影片的插曲是《漏洞》；‘9·11’事件后美国允许拉登家族乘飞机离开时，歌曲是《行进中》；在老布什和小布什会见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时，歌曲是《如此辛苦地思念你》；片尾曲是《她不再相信》等。在摩尔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一些流行歌曲和音乐的运用本身已经构成叙事，也加强了影片的戏剧化讽刺效果”
[10]

 。

此外，滑稽的戏仿也能产生讽刺的效果。拍摄者创建戏仿文本，表面上模仿母本（被戏仿的文本）的话语结构和表达方式，但文本深层却恰与母本的思想意义、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违逆。这样一来，戏仿就通过表里话语的冲突，在貌合神离之中颠覆和解构了母本的模式与规范，进而消解了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惯性的逻辑推理，使反讽意义在对照中不言自明。这种做法正是用陌生化的方式对神圣的事物进行解构，对霸道专制的宣传和既定的刻板印象予以反拨，从而挑战观众的期待心理和期待视野，打破观众成规性的审美感受方式，激活观众日趋麻木的思考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促使他们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模式和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以重新估量价值，正视人生与社会的本真状态。《米尔豪斯》一片中“六次危机”的结构就戏仿了尼克松总统在成为总统前的1962年所著的回忆录《六次危机》，以凸显尼克松总统处心积虑地包装自己的事实。

而在迈克·摩尔的纪录片中，常常借用故事片段落，或者创建动画短片，以反讽的形式展示滑稽的生活真相。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迈克·摩尔用滑稽的动画短片形象地刻画了美国人民恐惧加身的历史。在《华氏911》中，他借用故事片《搜索网》《阿富汗》的段落，生动地表现“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草木皆兵的状态。在《医疗内幕》中，他则借用一段有关共产主义的影像巧妙地表达了冷战时期不同阵营的敌对状态对当今世事的持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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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调查效用：有限的生产与传播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H．D．拉斯韦尔提出了信息传播的“5W”模式：传播活动是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早期的研究者强调传播者的中心地位，毕竟是传播者生产了传播内容，疏通了传播渠道，选择了传播对象，并在某种程度上预期达成一定的传播效果。

这一模式忽略了受众的反馈和主观能动作用，它隐含的单向传播属性因此饱受批评。然而对于调查性报道和调查性纪录片来说，前期的生产至关重要。没有调查记者艰苦卓绝的劳动，没有整个团队的密切配合和通力合作，一切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便是在新媒体广为普及的信息社会，深度的、揭露性的调查性纪录片也非普通民众所能完成，它需要专业人士按照艺术的要求，创作出以文字或以影像为载体的作品，建构的文本不是工业化生产的产品，而是带上了传播渠道的特色和调查记者的风格。

调查性纪录片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带来读者带来广告带来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它还带给调查记者崇高的荣誉，带给播映它的媒体机构千金难买的公信力和可信度。然而，在任何媒介如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中，富有深度的调查都只是凤毛麟角；在任一综合性的媒体机构中，主持调查性报道的部门和人员都只是其中的“少数派”；在读者或观众接收到的兆亿信息中，调查性报道也都只是其中的“微量元素”。就这样，它如深谷幽兰一般，气质优雅，香气不绝如缕。

在相对成熟而民主的社会，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民众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和知情权，被掩盖的黑幕相对较少，调查性纪录片缺乏生长的土壤；或者说，那些意欲损害公众利益的不当行为，忌惮被发现被追踪，因此更加隐秘更加不露痕迹更加煞费苦心，这就使得摄制调查性纪录片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相对而言，在专制的、威权的社会，很多事情都暗箱操作，民众蒙在鼓中，难以知晓其中的内幕。因此，在后者，本来是调查性纪录片大展雄风的“天堂”，只要调查记者稍加用心，就很容易发现各种低级的错误和荒唐的漏洞，但权力和资本也就更容易发挥它们控制信息流通的力量，在审查与自我审查中，调查记者会遭遇更多的挫折和风险，调查性纪录片也难以摆脱制度的束缚，实现其真正的舆论监督功能。

于是乎，一方面，被神话了的调查性报道和调查性纪录片雷霆万钧，具有强烈的议程设置功能，带着照彻黑暗涤荡污秽的爆炸性能量；另一方面，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被现实挤压的调查性纪录片气息幽微，它像一棵两棵孤独的大树，很可能因狂风而摧折。


一、有限的生产

调查性纪录片和调查性报道一样，力图在表象之下挖掘事件的真相。周密细致的策划，无穷无尽的采访，小心慎微的取证……它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这让很多记者、媒体机构望而却步。20世纪60年代的撒利多胺镇静剂丑闻调查运动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星期日泰晤士报》也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事这场历时六年的调查，报社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包括工资、差旅费和其他用途在内，共计约200万英镑）。与此同时，自从报纸开始着手这场调查，一家制药厂就撤走了全部广告。单此一项，《星期日泰晤士报》一年就损失了60万英镑。
[1]



费时耗材之外，它还吃力而不讨好：口口声声愿意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可哪一家公司、哪一家机构不愿意广告它的产品，却愿意有人紧盯质量方面出现的纰漏？哪一级行政官员、哪一届政府不愿意大唱赞歌，却愿意有人抓住现实的或历史的错误不放？人性方面的弱点为调查性报道设置了诸多的障碍；甚至，在社会中生存的调查记者，也要抵制外在的诱惑与内心的恶魔。总之，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为了净化舆论环境，为了与社会中的不当行为做有理有据的斗争，调查记者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因此，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一）漫长的周期


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kite）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通过报纸这个媒介，他与同事发起对荷兰的捐助。不曾想，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潮水般涌来的物资让他们措手不及，为处理这些超过需求的包裹，他们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从美国东海岸发布的消息传到西海岸，当时差不多需要一周时间。一周以后，相同的一幕又重复发生。克朗凯特他们刚刚喘过气来，又不得不投入另一次的“战斗”。

克朗凯特的故事说明，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美国西海岸的人们将一周前的“旧闻”仍然当作新闻。如今，在互联网新媒体的信息时代，当一桩公共事件发生之时，能够比新闻同行提前半分钟，提前10秒发布消息，就是媒体机构重大的胜利。在英语里和“交通”是同一个词的“传播”，日益讲求其跨越空间压缩时间的速度。正是马车、火车、飞机、互联网这些物质转运和信息传递的技术，为信息传播奠定了物质技术的基础；而媒体机构整合各类信息，将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筛选出来，以一定的媒介传播出去，且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覆盖最大范围的读者或观众。各个媒体机构处心积虑，力争抢得先机，在其他竞争对手之前，将准确的重大的信息发布出去。因此，时效性成为新闻最重要的特征。

时效性不仅与传播媒介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制作适合传播媒介的信息内容所耗费的时间相关。传统的纸质媒介，除了层层把关之外，还有划版、排录、校对、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因此，和互联网新媒体的即时新闻相比，时效性严重滞后成为制约纸媒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以影像形式呈现的信息，与之相比，一边录像一边收声，还增加了音视频剪辑的步骤，耗费的时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是时长10分钟、半小时，乃至90分钟的还要求艺术地进行呈现的调查性纪录片？要构建高质量的文本，就要充分地掌握素材，片比高达10∶1、30∶1，甚至60∶1或者更高的影像制作，无论前期拍摄、采访还是后期剪辑、制作，都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精力。

延缓调查性纪录片生产周期的因素很多。首先，由于牵扯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等，确定开展某个议题的调查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前期的策划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结合初步的调查结果，借助以往积累的经验，以评估项目成立的价值和可行性。其次，要揭示被遮掩被隐藏的不当行为，要反映事件在现实或历史中的持续影响，调查记者就要协调各种关系，突破各种困难和障碍，争取得到各类信息来源的配合与支持；并且，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不能依靠单一的信源，需要多方求证，以做到证据充分而确凿。在此过程中，还难保不走弯路，进入死胡同，以致劳而无果无疾而终。再次，调查性报道本质上是一种批评性报道，调查记者有必要事先咨询法律顾问，做好批评对象将来起诉的准备。此外，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为了让编辑好的影片（或节目）顺利面世，调查记者可能还需要提请相关机构审查，并根据审查反馈的意见做出修改；甚至，为了降低风险，或扩大影响，有时还需要将制作好的影片（或节目）压下来，等待发布、播映的适当时机。

调查性纪录片和调查性报道一样，花费的时间多，采访的周期长。保罗·福特从1989年开始调查洛克比空难，到2001年全部调查内容面世，用了十多年时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调查南京冠生园月饼馅问题，因为涉及一个老品牌的信誉，不得不慎重对待，前前后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而花费三五个月完成一篇调查性报道，对于《新闻调查》栏目更是家常便饭。二十多年来，《新闻调查》栏目正是用时间打磨出许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作品。在学者胡智锋看来，它们不是“易碎品”，而是可圈可点的“收藏品”：“随着媒介竞争的加剧……一些节目宛若‘短、平、快、活’的新闻，成为一闪而过的‘易碎品’。……它们（《新闻调查》的一些节目——引者注）表现出的正义感和公平感使观众愿意把它们铭刻在记忆里。这些‘藏品’经得起历史、社会和人民的检验，是当代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影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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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要求高，任务重，要制作一期调查性节目，拍摄一部调查性纪录片，花费的时间远远长于发布一则普通的新闻，它需要调查记者沉下心来，需要媒体机构给以宽限的时间，这才能够确保证据确凿、立论充分。也因此，这些调查性影片（或节目）的制作周期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相应地，一些专门播映大型调查性节目的电视栏目，也很难做到每天一期，而是一周一期，甚至作为特别节目在电视台不定期播出。即便如此，所有的制作团队都备感日常播出的时间压力。他们努力尝试结合最新的热点、焦点，却往往在热点、焦点已经过去多时，这才翻出人们都已淡忘的“旧账”，重新设置议程。

美国新闻界里程碑一般的调查性报道“水门事件”，从1972年6月17日窃听事发，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辞职，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按照哈伯斯塔姆的说法，出现了许多“偶然因素”：“假如总编辑霍华德·西蒙斯对这条消息并未感到一种兴奋，又未能独自决定派两名记者从事专门调查……假如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最初几个星期急于想提升，忙于搞一篇更好的新闻，因而获得了一心渴望的差事——抢先发表本地法院的新闻……假如卡尔·伯恩斯坦跟《滚石》杂志詹恩·温纳就关于聘任他为国内高级记者一事的谈判在1972年夏天取得一点进展……”
[3]

 这些“假如”的偶然因素，哪一个链条嵌合不紧，没有按照原有的历史发展，整个调查就可能中途夭折，功亏一篑。

如前所述，调查记者不仅切入沉重的“新闻”的现实，还着力唤醒沉寂的“旧闻”的历史。不能用时效性来迎合观众的兴奋点，调查性纪录片只能用思考的深度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撰写了《墓碑》的杨继绳这样剖白他对“旧闻”的热衷：“这十年只学了四个字，即‘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大家都认识，可真正搞懂，我却花了十年青春。……我不是社会学家，是记者，退休前是新闻记者，退休后是‘旧闻记者’。社会学家做阶层分析要花很多钱，搞很多测试，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做社会学的观察。他们做的社会阶层分析成果是指一个时间截面的阶层状态。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资源，只能根据各种权威资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
[4]



厚重的反省与思考跟不上飞速流转的信息时代，这是调查性纪录片面临的尴尬处境。这种“延时报偿”的信息（哈贝马斯语），原本就是弥足珍贵的“濒危物种”，如今，正在被即时消费的浪潮所侵蚀所淹没，前景堪忧。而在真相与谎言之间，在真理与谬误之间，“两间余一卒”，调查记者又该何去何从？


（二）衰微的调查


在纪录片《〈纽约时报〉头版内幕》中，布莱恩·斯泰特是第一个通过写博客出名继而进入《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他看来，自己身边的那些老记者和老编辑有着固守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偏执与傲慢，“他们经常讨论我前一天夜里就看过的新闻”。但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大卫·卡尔仍然激情满怀，他始终坚信，报刊的编辑部具有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即使是1 000名博主的交流信息，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一篇战地报道，有时记者必须亲自冒险”。影片还显示，因为财务状况不佳，为了节省成本增加收入，《纽约时报》拟将裁员，且对此前信息免费的网站开始收费。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问题成为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布莱恩·斯泰特和大卫·卡尔在观念上的冲突揭示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矛盾：那些凝聚着记者和编辑心血的调查性报道，维护着媒体机构的声誉与公信力，体现了媒体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但是，这些花费漫长时间和大量金钱的“硬新闻”，对于一家自负盈亏的媒体机构来说，确实是不堪承受之重。诚然，发布一篇震撼全国乃至世界的调查性报道，会给媒体带来更多的读者和更多的观众，也会带来更大的发行量和更充足的广告费，但这种成功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调查性报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报偿却迟缓滞后，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胎死腹中则更是血本无归。

关注调查性报道现状与未来的学者胡泳认为：“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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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头版内幕》中，因为财政危机，所有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超负荷地工作。《华尔街日报》的前执行总编保罗·斯泰格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式微不禁忧心忡忡：“我难以想象，把商业模式，就是所谓的盈利模式，应用到调查性报道中，会是怎样。”如今，大多数媒体记者像在转盘上不停奔跑的“仓鼠”，每天忙碌地更新着各种社交媒体如博客、脸书和微信，他们浏览着无穷无尽的信息，拼贴着各种各样的素材，已经没有时间钻研线索，分析资料，没有余裕深入调查，思考问题。英国著名的调查类栏目《全景》的主编承认：“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栏目一直致力于同肥皂剧或其他娱乐节目相互竞争，……传统性的调查报道现在走下坡路。”

总的来看，进入21世纪，全球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进入衰退期，尤其是受到政治、经济、人员等因素的影响，调查报道已呈现出难以挽回的颓势。2010年9月，《美国新闻学评论》发表《式微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on Shortfall）一文，文中提到，曾经辉煌一时的调查性报道开始黯然退潮。调查性报道采编人员从2003年的5 391人减少至2009年的3 695人，缩水30%，是10年来最低点。另据统计，从1985年至2010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报道奖入选作品量下跌了21%，从103份下跌到81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查报道入选作品量更下跌了43%，从122份下跌到70份。
[6]



“今天的新闻产业快成娱乐产业了，快成为宣传工具了。从根本上说，它受制于拥有电台、电视台，拥有新闻业务的大企业的准则。……它是新闻，更是生意，大量的新闻内容不是来自新闻编辑部，而是来自公关部门的推广。深入调查太昂贵了，要廉价，现在是一切向钱看。”在纪录片《揭秘福克斯：默多克的新闻战争》中，有良知的新闻人表达了对深度新闻生产与传播的隐忧。在注重时效和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中，媒体机构里负责调查报道的部门和人员逐渐萎缩，慢工出细活的调查性报道日益边缘化；而在严峻的生存和工作压力之下，首当其冲的是调查记者，一批批“理想的调查者”选择了放弃，另谋出路。

在中国，影响调查性报道生产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环境。在政治气候宽松的年份，调查性报道相对繁荣；反之，调查性报道相当萧条。而电视台固定播出调查性报道的栏目，必须敏锐地感知政治气候，协调正面报道、解释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的比例，以保持微妙的平衡。种种限制条件，束缚了调查记者的手脚，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戴着镣铐跳舞”。

当前，调查记者的跳槽转行现象此伏彼起，它影响着经验的积累与传统的延续，影响着新闻行业的整体水平和舆论环境。《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杨海鹏认为：“当你成为调查记者时，你几乎已经注定悲剧的命运：诱惑与抵制、臣服与抗争、抑郁与悲悯，或成为你人生的复调。”或对新闻自由、媒体的独立性痛切失望，或对工作的高风险性、低成功率渐生倦怠，或对未来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感到迷茫，或对考核指标、薪酬制度心怀不满……一些卓有成绩的调查记者负气而走，甚至永久地脱离新闻行业。为此，《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深深惋惜：“一个个本不该退役的老兵以激烈方式离开，一批批心怀激情和梦想的新人加入，其间是专业素养和存量智慧的隔代流失，新媒体时代则呈加速度。”
[7]

 几年过去，罗昌平因微博实名举报正部级官员而辞职，而曾经在《新闻调查》栏目辛勤工作20年之久的张洁，也于2016年年初从央视离职。

“理想的调查者”承担着社会责任，守望着社会的正义，但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个人、机构和环境的因素影响着调查记者的社会流动。和西方社会的调查记者能够“从一而终”不同，中国的调查记者吃的是“青春饭”，他们从事调查性报道的年限平均也就五到八年。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坚守是一时悲壮的誓言，离开却是早晚的结局；对于新闻事业而言，人才的流失必然影响调查性报道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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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的传播

在传播的链条中，信息通过传播媒介抵达受众，在此过程，因噪声的影响，难免有质与量的损耗，造成信息的流失或无效；并且，在信息多元乃至超载的社会，受众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信息的吸引力与受众的注意力成为信息有效抵达的关键。此外，信息是否成功传播，传播媒介这个管道也非常重要，它的性质、所处的地位、占有的份额，等等，都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对于调查性纪录片来说，它是对浅表现象深入的挖掘，是对固定成见的颠覆性阐释。对于前者，它可以激发受众强烈的好奇心；对于后者，因“陌生化”带来的新奇，它既可能吸引潜在的观众，又可能因难度和深度而被观众拒之门外。消费文化中各种泡沫的信息构成强干扰的噪声，它占用了观众的时间，阻隔了观众与调查性纪录片的接触。更要紧的是，因为调查性纪录片揭了权力与资本的丑，其名誉与利益可能因批评性报道而受损，为了护短它们可能压制传播的渠道，绝缘潜在的受众，从而导致调查所得的信息不能顺利地、畅通地传播。


（一）受控的渠道


媒介是人的延伸，著名的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富有创见性地提出这个观点。在他看来，媒介是人类感觉能力的延伸和扩展。借助传播媒介，人们摆脱身体与感官的局限，可以感知遥远的世界和久远的历史。在媒介并不发达的社会，人类感知的能力有限；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感知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可以超越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够均等地使用媒介，现实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信息的不平等。并且，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公共权力机关总是力图管控不利信息的自由传播。尤其是一些危及自身安全与合法性的信息，经常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被压制被屏蔽。因此，媒介本来打开了一扇窗户，却可能被生生地堵上了。经过把关人的层层把关，普通民众只能看到一方“四角的天空”，看到被规定的“拟态社会”。突破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很多调查性报道艰难地生产出来，但传播时又可能受到权力与资本的控制，发行或播映的渠道受阻，不能传播或只能在窄小的范围内传播，或者被迫调整信息的内容，以获得传播的权限与机会。

迈克·摩尔拍摄的《华氏911》，其发行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罗杰·史密斯宣布关闭位于弗林特镇的一家大型工厂，这造成包括摩尔自己家人在内的三万名工人失业。于是，他毅然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反映身边发生的一切。影片拍摄历时三年之久，摩尔进行了大量采访，跟踪记录了许多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充分反映了通用汽车公司资本家的无情和伪善。1989年，摩尔的这部处女作《罗杰和我》一经推出，就在北美地区引起巨大轰动。此后，《科伦拜恩的保龄》（2002）、《华氏911》（2004）、《医疗内幕》（2007）……一部部影片得以诞生。为了他心中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和真相，摩尔用摄影机、用纪录片撼动着系统、体制和权势。

对于高高在上的历任总统，摩尔并不在乎，却热衷于揭他们的短。摩尔不喜欢布什，布什还是州长的时候，他就在搜集整理布什的材料，不依不饶地抓布什的辫子：布什你不是对外宣扬说孩提时最喜欢的书是《饥饿的毛毛虫》吗？但是别忘了，这本书出版之时，你都大学毕业了！布什你不是告诉人们你滴酒不沾吗？但是CNN披露你曾经因喝酒驾驶而遭拘留呢。2000年是总统选举之年，他一边为戈尔摇旗呐喊，一边鼓动人们阻止布什“盗窃民众的意愿”。

关于拍摄《华氏911》，摩尔进一步宣扬：“拍摄这部影片，我的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此次，布什是喜剧演员，借他之口，我让人民知道了很多他们不曾知晓的事情。……我不想让我的片子成为一块小邦迪贴，我要解决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经济制度。”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纪录片人在“自由”的国度中对“9· 11”事件的诠释，是一名桀骜不驯的导演对所在国家在任总统的质疑，是一位独立思考的美国人对反恐战争乃至伊拉克战争的反省。

该片即将在戛纳首映之际，制片公司米拉麦克斯（Miramax）接到上级公司迪斯尼的通知，禁止米拉麦克斯在美国发行这部“对布什政府进行猛烈抨击”的纪录片。美国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弗雷德里剧院公司老板曾发布命令，在该公司下属的影剧院内禁放影片《华氏911》。弗雷德里给公司下属的影剧院经理们发去电子邮件：“这部有争议的纪录片煽动恐怖主义。我公司影院不播放政治宣传片，无论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弗雷德里还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与敌人作战，他们毁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屠杀我们的人民。最近发生的砍头事件说明他们不会停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在鼓励这些人，并使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分裂。”后来，正当《华氏911》全美热映之时，美国电影协会以充满“暴力和让人不安的镜头和语言”为由，将《华氏911》定为R级。这些所谓的暴力镜头包括一名人质在沙特阿拉伯被公开斩首以及伊拉克人尸体被焚烧等画面。据估计，影片分级插曲使影片损失了10%～20%的票房。

像迈克·摩尔那样公开向总统叫板的独立纪录片诚属凤毛麟角，而能够冲破各种压制获得成功的调查式影片也寥寥可数。很多调查性纪录片生产时“难产”，播映时也是障碍重重。一度时间，在中央电视台附近有两支队伍：一是告状申冤的队伍，把媒体曝光当作清官断狱，将媒体监督误认为法制治国；一是说情公关的队伍，提前得到消息的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压制正在拍摄或已经排竣的节目，阻挠调查节目的正常播出。因说情而“流产”的节目不在少数，甚至曾在临近播出前最终撤下了编排好的节目。2002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到江西鹰潭市采访有关某公安局局长被诬陷判刑一案。当地宣传部门得知后，趁记者在监狱采访之际把该记者关进了监狱。最后，在上级部门的调解下才平息了此事，调查报道随之流产。这大大伤害了调查记者的积极性，损害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和空间。

公共权力或资本货币对信息渠道进行控制，不仅在信息输出时进行“截流”，还在信息输入时予以“屏蔽”。报刊发表关于某商业集团的批评性报道，风闻消息的商业集团会组织人员买断当日、当期的报刊。广播或电视播出对一级政府的调查性报道，该级政府甚至会动用公权屏蔽传输的信号；在网络新媒体技术日渐普及的今天，一些宣传部门和网管机构在打击谣言和非法信息的时候，也对揭露性、批评性报道展开了围剿。这样一来，调查性报道欲借信息的公开实施对公共权力或货币资本的监督，却在收集、整理、编排、发布之后，再次遭遇公共权力或货币资本的控制，不能顺利地抵达受众。同时，各种公关部门或宣传机关紧锣密鼓地发布噪声性消息，以转移受众的注意力。淹没在随时更新的信息的海洋之中，一些调查性报道如同陷入“无物之阵”，无法达到预期的舆论监督效果。

市场化与商业化给媒介机构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影片的发行、节目的编排产生较大的影响，并最终影响调查性节目（影片）的播映。因此，一些自负盈亏的媒体机构迫于政治的、经济的压力，不仅削弱了对调查性报道的投入，还可能对原有的播出平台进行调整，或减少版面，或缩短时间，或改变编排的位置和播映的时间档期，甚至停止或关闭相应的节目或栏目，这都降低了调查性信息抵达受众的概率，降低了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的机会。

从本质上讲，公共权力机关或货币资本对信息渠道的控制，违背了新闻自由和普世价值。而媒体机构在层层把关中，如果不是以新闻价值作为判定的标准，而是掺杂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尤其是迫于信息批评对象的压力而做出妥协，做出新闻审查与自我审查下的牺牲，那么无疑将助长公共权力的滥用，销蚀自身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二）“绝缘”的受众


信息能否顺利地抵达受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公共权力和货币资本对信息的控制，信息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传播过程中存在噪声，受众的媒介素养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等等，各种合力发生作用，造成受众与信息之间不能有效沟通。受众无缘获知信息，自然也就无法依据信息做出判断，采取适当的行动，信息也就不能发挥其效力，实施其社会功能——在调查性报道那里，主要是监测社会、舆论监督的功能。如上所述，因信息管控和传播渠道受到限制，潜在的受众不能获知信息，这是一种被动的绝缘，即被动屏蔽。相较而言，基于兴趣、利害关系、媒介素养等做出对信息的筛选则是自主的选择，由此，一些受众不愿获知信息的绝缘就是一种主动的绝缘，即主动放弃。

接近性是新闻价值的评判标准之一。记者、编辑选择信息广为传播，确定哪条新闻上头版、上头条，就会考虑地理、心理、利益等方面的接近因素。同样，读者（观众）也会结合自身与信息之间的关联程度，对信息进行自主选择。在调查性报道中，事件的受害方希望媒体能够“捅”出消息，他们对信息的传播自然非常在意，并殷切希望通过媒体曝光促使相关部门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问题以改变现状。但更多的民众与此事件并无切身的关联，他们容易龟缩在自我的意识之中，“事不关己”，也就隔岸观火；或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冷漠，对制度性障碍的惯性接受，或者因为现代传媒手段不间断地报道灾难性、事故性事件，人们对其产生审美疲劳；或者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盛行的消费社会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娱乐与消遣，逃避现实而热衷于替代性的满足……这些都会阻断人们对相关信息的关注与接触。因此，“观念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现实与历史的真相，即使被调查记者辛辛苦苦地发掘出来，也仍然可能遭到冷遇与漠视，不能被广大的民众所认知与接受。

调查性纪录片搜集整理的信息也要筛除一些噪声，除了一些有意混淆是非的信息（如被揭露方施放的各种“烟雾”），更多的是那些日日翻新的“浅尝辄止”的浅表信息，是那些批量生产而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文化商品。传播学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媒介可以赋予人地位，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社会规范，并且还能用作社会麻醉剂。“对一般的读者和听众而言，泛滥的信息洪流起到麻醉剂的作用，而不是激发潜能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们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说的是什么。媒介不仅继续肯定现状，而且不会从根本上质疑现存的社会结构。”
[1]

 这样的观点在纪录片《看不见的战争》中得到了诠释。肯定现状，不存质疑，这正和调查性报道格格不入：调查性报道虽然力挽狂澜，但毕竟势单力薄，其他大众媒介仍以滚滚洪流肯定着既有秩序，形塑着一批批顺从认命的大众。

并且，和精心营构、带有创作者（调查记者）浓郁的风格不同，在由大众文化统辖的社会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文化和符号的消费，文化工业采取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实行规模化生产，以制造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方便面”式的文化产品。因此，在机械复制中，它缺乏“灵晕”和艺术价值（本雅明语），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并不仅仅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它同时还对支配人的僵化关系提出反抗，因而予人类以尊重。……文化工业的典型产物不再‘也是’商品，它们已然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商品。……如同专门针对大众而制作出来的广告一样，它所推销的是一种通行的、不加批判的认可，而文化工业的每个具体产品都成了文化。”
[2]



陶醉于轻松愉悦的娱乐中，不少受众“上当受骗，心甘情愿”，自觉自愿地接受和拥抱大众文化，渐次放弃了质疑与反抗，放弃了独立思考，成为既有制度和秩序的奴隶。很多人满足于虚假的需求，不追求超越性的、更高更好的生活，成为单向度社会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比如按照广告的宣传去休息、娱乐、处世和消费，而人们的内心自由和批判现实的理性思维能力被社会的物质财富所遮蔽和侵蚀。相应地，调查性报道的篇幅和深度遭到轻忽，其批判性、否定性遭到拒绝；而调查记者原本持有的理想，对平庸生活的超越，希望对愚昧展开的启蒙，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反应与回馈。所以，新媒体新技术看似具有拓展民主的潜能，实则深受“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的左右，塑造出来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公共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与付印的信息相比，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实际上限制了接受者的反应。这些节目将作为听众与观众的公众罗致于自己的魔力之下，而同时却又剥夺了‘公众’所必需的距离，也就是说，剥夺了言论与反驳的机会。”
[3]



在此，一个不愿意看到的悖论难免会发生：调查记者曾以民众的知情权作为打开权势封锁信息的钥匙，等到他们整理好搜集到的信息，本拟通过信息的公开来促进信息流通，改变信息的不平等，抹平因知识沟的存在而出现的信息获取差异时，那些有深度、有思想的调查性信息，却因外力的压制，因噪声的存在，因主动的屏蔽而得不到广泛的传播。因此，除了那些掩盖真相的人，受此掩盖行为而受损的人，还有调查记者，以及一少部分热忱的、有独立见解而主动获取信息的人，不少与真相相关的知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于是那些有幸获知信息的人，与绝大多数无缘获知信息的人，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诚然，有不少调查性报道通过大众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有更多的调查性报道，因为种种原因，民众或被动或主动地与之绝缘。它寄生于大众媒介，却面向小众开放；它发出民众的呼声，却淹没于滚滚的信息之流；它来自坚实的大地，却成为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它本欲弥合信息不平等造成的知识沟，最终却因不能广泛传播而扩大了知识沟。



注释


[1]
 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92-193．


[2]
 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J］．赵勇，译．贵州社会科学，2011（6）：42-46．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刘北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96．


三、有限的效果

大众传播的传播效果，既指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又指传播活动对社会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效果。几十年来，对传播效果的大小，不同的大众传播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大多通过实验的、控制的方法，监控并比较受传者个人在接受传播前后心理、态度和行为方面发生的变化，用定量的方式研究大众传播的内容、渠道等对受众产生的影响。电影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广播剧何以导致美国陷入恐慌，在总统选举中人民的选择，世界大战中对士兵的说服，杂交玉米在农民中的采用，等等，都是一些经典的案例研究。从中，人们或主张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效果，或只有有限的效果，或产生适度的效果。

很少有专门的研究考察调查性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但很多线索表明，对于调查性报道，人们不接触则已，只要一接触，就会深深地卷入，并激发出强烈的爱憎。调查性报道改变着他们对现实或历史事件的理解，甚至会刺激他们做出一定的行动：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声音，或谴责霸权、腐败、违法犯罪、有违伦理道德的不当行为，或对事件中的受害者受损方寄予深深的同情，或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做出处理以便解决暴露的问题。当然，面对可能与自己原有刻板印象相左的事实或观点，也有人选择坚持己见，宁愿“同化”而不“顺应”。比如，在杨继绳发表《墓碑》之后，读者之一孙经就撰文进行反驳；继迈克·摩尔拍摄《华氏911》之后，就有迈克尔·威尔逊拍摄了《迈克·摩尔恨美国》隔空叫阵。

论及调查性纪录片的效果，人们更侧重传播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对于受害者受损方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改变自己的处境。对于调查记者来说，社会影响不是博取领导的重视，而是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可能成为他继续这项工作的动力，有助增强其信心并推动自我价值的实现。毕竟，通过舆论的力量，扬善惩恶，惩前毖后，一个社区、地域、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不当行为有望得到抑制和遏止，公平与正义有望最终获得贯彻与执行。

调查性报道带来的变化、变革，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报道水门事件，卷入其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最终也灰溜溜地走人，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因报道孙志刚事件，相关涉事人员遭遇惩处之外，实施二十多年的一部法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最终被废止。2016年年初，山东非法疫苗一案曝光，案件很快得到处理，截至4月16日，已经对全国2 700多家单位进行排查，各地已立案192起刑拘202人。一些媒体机构披露的黑幕往往能得到领导的重视，也因此很快得以纠正，涉事人员和相关单位受到及时的处理。舆论监督带来的改变，的确大快人心。

然而，在一篇调查性报道面世之后，在一部调查性纪录片播映之后，也很有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尤其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批评，“蚍蜉撼大树”，并不能撼动原有的秩序。在报道中，本来展现了一个虚伪、傲慢的人物，凸显了一张丑陋、自私的嘴脸（“拟态社会”中的一种“地位赋予”），然而在现实中，他可能仍然身处高位，衣着光鲜，悠游自在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诸般好处。在一个惰性的世界，背离调查记者的初衷，有违受害者受损方的期待，那些利益的受益方或不当行为的实施者经常变着戏法，避重就轻，舍车保帅，抛出一些无权无势的人员以做牺牲，从而避免引火烧身。在《标准流程》的结尾，莫里斯用字幕显示：“查理斯·葛纳目前在监狱服十年徒刑，美国军队不准他接受采访。‘伊凡小吉’弗德列克被判八年徒刑，2007年10月假释出狱。没有上士军衔以上的人员因为阿布格莱布的施虐丑闻被判刑。”

对调查性报道寄予厚望，这缘于人们对媒体功能和作用的定位与预期。对于调查记者来说，这种期待包含着兼济天下的担当，包含着对公平正义的守望；对于事件的受损方来说，配合拍摄，也许就意在发出声音，渴望自身或所属族群、社区存在的问题甚至生存本身都因此得到解决。然而，一部作品、个体的力量，甚至媒体的资源可能撼动不了惰性的社会，改变不了陈陈相因的体制。也就是说，一部暴露问题、揭示问题的作品好不容易创作出来，但是在特定的体制下免不了被束之高阁，即使播映也观者寥寥，对于现实的生活来说，它呼喊了却没有回音，犹如石投死水却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一些调查记者最终痛彻地发现，“按下葫芦浮起瓢”，不当行为在不断重复，灾难性事件在再次发生，社会似乎没有螺旋式上升，而是蒙着眼罩在原地踏步。总有一些地方一些人群，总有一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有意无意地被主流社会所忽略所遗弃，他们处于阴影之中，不能被明媚的阳光所照亮。

于是，在一个法制并不健全的社会，即便调查性报道对个案、局部予以曝光，现实世界也可能积重难返，整体的改变也不能一蹴而就；更要命的是，调查性报道之外的其他大众媒体推送着无数的信息，施放着迷人的麻醉剂和烟幕弹，维护着现实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或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进步不能急于求成，只能一厘米一毫米地推进，正如钱钢所说：“中国调查报道很难，如果我们不能十米十米地跃进，我们就一米一米地跨越；如果我们不能一米一米地跨越，我们就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如果我们不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我们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向前。”
[1]





注释


[1]
 中国调查记者“提前退休”现象引人关注［R／OL］．（2005- 08- 20）［2010- 01- 06］．ht-tp：／／www．xici．net／d29691512．htm．


结　语　向未来开放

行笔至此，笔者追踪了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了一些个案，考察了当前的形势，得出的结论不容乐观：因为费用高昂，耗时漫长，并且存在很多风险，无论是生产还是传播，调查性报道都在无可挽回地衰落，而产生的效果也相当有限。调查性纪录片是否因此将走向灭亡？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并不完美的世界还在持续运转，损害多数人利益的行为还在间或发生，蓄意掩盖真相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另一方面，人类的好奇心始终如一，对“真”的渴求、对公平和正义的吁求一直彰显着人类的进步，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将给调查性纪录片提供制度保障，传播技术的进步则给信息透明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真实无止境

2004年年初，美军在巴格达附近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被公之于众，一时之间，举世哗然。然而，谁拍摄了这些恐怖的照片？照片中的施虐者为何如此开心？照片是否反映了全部真实？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卑劣的行径？带着这些疑惑，导演埃罗尔·莫里斯拍摄了《标准流程》。他没有去找那些受害者（既因为无从寻找，也因为不愿打扰幸存者平静的生活），而是找到那些施虐者，让他们站到镜头前面来“现身说法”。

这些施虐者有的说：“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拍照，如果我走到你面前说发生了这种事，你或许不会相信我，除非我有证据。所以如果我说，发生了那种事，你看，我有证据，你就无法否认。”这是采访对象在为自己辩护：拍照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留存证据。

有的说：“要不是因为有相机，他（指葛纳）绝不会让我站在格斯身边。我是体重45公斤的女性，身材矮小，牵着一条系着他（指囚徒）脖子的绳子，我在支配他。也许葛纳就是想表现这个，也许是为了拍纪录片，或者只为了让他开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但他拍照了。”这一个采访对象暗示，拍照是拍摄者有意安排的“摆拍”，是为了表现一种理念，而不是再现客观现实。

有的说：“我才不要对拍照做评论。我在那里整段时间都没看到有人拍照，即使在其中几张照片里有我，我并没有看到闪光灯之类的。因为我如果看到了，一定会出言阻止。首先，那里有个大招牌写着‘禁止拍照’；另外，拍照根本就是一件蠢事。……坐八个月牢，因为对别人泼水，对别人丢球，真是丢脸，大家都会笑。”这一个被访者似乎承认，一些拍摄是在被拍摄者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所做的记录，在监狱记录这样的“真实”非常愚蠢。此外，因照片曝光自己受过嘲弄，他不自我反省对受虐者的伤害，却非常在意自己的“丢脸”。

有的说：“照片陈述事实，你可以用不同方法解读。照片描绘出发生的事，你可以替它加上各种意义，但你看到的是刹那间发生的事。……你可以在镜头外杀人，可以开枪打人，把他们的头轰掉。只要不在镜头里都没有关系，但被拍到了，你就完了。”这一个被访者对真实提出了另外的理解。瞬间定格的照片很难保证真实，起码只是局部的真实，拍摄前后以及画框以外的事物，都没有得到呈现。

影片中的这些施虐者发出了他们的辩解：影像可以摆拍，真实也许只是选择出来的真实。对于导演莫里斯来说，给舆论旋涡中的施虐者们以自我辩护的机会，体现了新闻中的平衡原则，更体现出一种建构真实的策略。导演本人可以有自己的倾向，对施虐一事持有毫不含糊的谴责，但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就得回到现场（或者通过回忆让昨日重现），让当事人自我陈述；而不同当事人的陈述并置在一起，不是呈现定于一尊的真实，而是展示不同声音的竞争性真实。

“照片只能给你看一秒钟的刹那”，流动的影像也只能提供片段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媒介反映的世界、所建构的文本都是截取完整的生活而成的“拟态社会”，具有一种无法避免的“未完成性”。正如巴赫金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深切感到自己内在的未完成性，感到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从而把对他们所做的表面化的盖棺论定的一切评语，全都化为了谬误。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
[1]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思想的主体，在自我塑造的路上，他一路前行，并不急于自我定性，生命不息，探索就不停止。由此，创作者不要试图用统一的意识去支配，而应平等地对待笔下的人物，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给他们表达、阐释、辩护的机会，在不同声部的“复调”的小说中，展开永无完结的对话，从而赋予人物、事件、真相永远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真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谎言存在。但又如何辨析真实与谎言？《标准流程》里那些看守士兵的各种说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调查记者走近当事人、知情人，走近受损方、受惠方，记录下他们控诉、见证或辩解的证词。处于“囚徒困境”的受访者，讲述他们自以为“我知而你不知”的故事。单一的证词难免会有信息偏差，但不同证词的并置，不同的“约哈瑞视窗”的相互交叉，互相碰撞、补充、校正、证实或证伪，向真实敞开了一扇窗户。因此，调查记者不必自下结论，也很难下结论，他着力建构也只能建构一个竞争性真实。按照威廉姆斯的说法：“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真实没有被保证，无法被一面有记忆的镜子透彻地反映出来……与其在对纪录电影的真实性抱有理想主义幻想和玩世不恭地求助于虚构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纪录电影定义为真实的本质，而是定义为旨在选择相对的和偶然的真实事界（horizon）的战略。”
[2]



“相对的和偶然的真实事界”，不仅喻示着片中人物的对话永无终结，还喻示着它在自行建构中不断自我解构，在不间断的“延异”（德里达语）中走向不确定的未来。一切尚未完成，最初驱动着调查记者参与行动的那些问题，可能没有终极的答案。并且，一时一地发生的事件，又可能在其他地方重复发生，甚至在原地再次发生。经验在不断总结，惨痛的教训也反复上演。世界未完成，人性未完成，而问题也未完成。警钟虽然长鸣，但在彼此分割而独立的世界中，腐败、屠戮、奴役和伤害等各种不当行为仍然层出不穷。

也因此，调查并无停靠歇息的终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吉登斯语）。翻过一座高山跨越一片水域，展现在调查记者眼前的，还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和辽阔无边的水域。正如迈克·摩尔几部影片的前后承续：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的“恐惧”议题，延伸进入《华氏911》之中；而在《华氏911》中展露几分消息的“医疗”议题，又自然而然引发对于《医疗内幕》的思考。就是这样，置身于并不完美的世界，调查记者顺藤摸瓜，发现一个又一个问题。在“互文性”的问题世界中，一批批站立船头的调查记者，脚不旋踵，前仆后继，展开了永无止境的调查。



注释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97．


[2]
 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M］／／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84-585．


二、调查新变化

如前所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调查性报道呈现衰微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会销声匿迹，没有绝地重生的机会。相反，还有其他渠道在提供资金，技术的发展也为调查改进了方法，为发布报道增加了手段；而调查记者之间的团队合作，乃至跨国合作，更使调查突破地域的限制，既能扩大题材的范围，还能拓展信息流通的渠道。这些都是调查性报道在新媒体时代发生的新变化。

首先，资金来源转向慈善渠道。调查性报道高昂的成本是调查记者或所属媒体机构不堪承受的财务负担，成为限制调查性报道生产的瓶颈。在西方社会，为了保持调查的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调查性报道转向大商人、一些慈善机构寻求资金支持，以获得经费和经济的保障。并且，这些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接受财务资助以不干涉自由调查为前提，以确保信息不受金钱的控制。“不受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控制使它们能够提供一些触及敏感问题的尖锐报道。这些机构通常由慈善机构或商人资助，普遍从传统媒体挖来长期策划调查报道且执着于做高质量内容产品的新闻人负责具体业务。”
[1]

 比如，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位银行家郝伯特和马礼逊捐资成立为了人民（Propublica）网站，并连续三年为该机构投入3 000万美元。而成立于2009年的赫芬顿调查报道基金（The Huffington Post Investigative Fund）每年也有200万美元的预算。当然，因为免税这种财政上的优惠政策，一些公益性机构很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甚至有个别投机分子打着慈善的旗号以作掩护，从事着违法犯罪的勾当。“根据调查性报道‘有钱的地方就要调查’（Following the Money）的原则，随着中国慈善组织和非营利机构的日渐繁盛，随着金钱注入这些公益性组织，该领域也逐渐进入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视野。”
[2]

 目前，还没有出现调查性报道“反噬”资助它的商人或慈善机构的案例，但倘若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调查记者又该如何处置？也因此，如何创建充足的资金保障体系，同时维护真正“独立”的调查机制，仍然是一个无法周全的难题。

其次，技术改进了调查性报道。如今，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飞跃，改进了调查方法与调查报告的呈现方式，为调查性报道增进了活力。资金来源可以众筹，资料分拣可以众包；互联网能够探寻事物的源流（如影片《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物联网能够追踪商品的去向；大数据凸显出综合判断和辅助预测的功能，多媒体优化着传播的呈现方式；而AR和VR技术的使用无疑能使受众身临其境，增强报道或影片的表现力和影响力。比如，利用大数据，“数据调查记者在海量‘非结构化’的‘总体样本’数据中揭示数据与社会、数据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便于人们从宏观与中观层面把握社会事物的规律、动态和趋势，进而激发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实现对未来的预测性报道”
[3]

 。而一些深奥、专业的领域，借助动画、图表等可视化手段，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疑难问题，以帮助受众理解。2016年年初“巴拿马文件”公布，调查性报道就用可视化的图案解析一些政府首脑聚敛钱财的步骤。这种新型的呈现方式还导致普利策奖项标准的变更。有人比较2011年和2010年的普利策奖，发现“有12个奖项定义在原有评判标准上增加了‘采取任何可使用的新闻手段，包括文字报道、视频、数据库、多媒体、互动演示或结合上述手段的任何形式’”
[4]

 。

再次，团队合作成为一大亮点。合作体现在两个方面：调查记者之间的合作，调查记者与其他人才的合作。调查记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在新媒体语境下，他们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声气相应。有时，他们需要面对数以百万计的档案，单兵作战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调查记者的合作乃至跨国合作，更能扩大调查范围，提高调查效率，并能追踪全球化形势下的跨国腐败与犯罪。而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些民间机构的成立，还为培育调查记者、共享信息资源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并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护调查记者的生命安全。同时，为了顺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调查记者还和其他领域的人才与专家进行合作。比如，与具有统计、编程能力的程序员展开合作，通过高科技手段为调查寻找线索，且用多媒体生动地呈现融合式新闻。再比如，与经济学、法学方面的人才合作，把握资金的非法动向和货币的非法融资渠道，或在实施调查与刊布调查之时，咨询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避免因违反法律而带来额外的风险，且在遭遇法律纠纷之后也能及时而恰当地应对，维护自身的权益，化解潜在的风险。

最后，伦理道德问题日益凸显。调查性报道多是揭秘性的报道，因此一些私人的信息会在调查过程中被夹带着发掘出来，哪些信息可以公布，哪些信息又不得任意刊发，这不仅事关法律法规，还与调查记者的职业道德相关。而公开调查结果又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也是调查记者必须提前考量的一个变量。2016年年初荣获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调查报道中“先救人后报道”的做法就为今后调查性报道立下了一个伦理道德的标杆：美联社的四名记者潜入一座孤立的小岛，查证印度尼西亚、泰国捕鱼业使用缅甸苦役劳工的真相。这些记者在打算曝光之前没有发布消息，因为担心吸引非法公司的注意从而解救不了这些劳工。她们先去联系国际移民组织和双方国家政府，在解救了2 000多名缅甸劳工并确认其安全之后，这才发布完整的报道。

综上所述，步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调查方法在更新，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从短期来看，调查性纪录片这一线阳光照到的只是局部的世界。帘幕低垂，因舆论监督而发生的改变多是暂时性的改变，只是最微末的、象征性的改变，既有的秩序似乎我行我素，岿然不动。但撕开了黑幕的口子，揭露出来的真相自有一种除旧布新的力量：既震慑着那些违规违法的既得利益者，又鼓舞着那些从事调查的无畏的人们。摆在调查记者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要从那些浅表的现象入手，扫除叠加在历史上的灰尘，廓清无穷无尽的谎言，冲破权力与资本对信息的控制，最终推动真实的信息在大地上自由地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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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坪，余婷．转型环境中的美国调查报道［J］．新闻记者，2015（5）：52-5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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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年近四十岁时再次回到学校，这次不是在职学习，而是脱产做博士后研究。听到我的自我介绍，不少朋友都很惊讶，随即关心地表示：“你好勇敢。”其实，“勇敢”背后的潜台词是莽撞，是冒险。是的，岁月不饶人，在这个份儿上还不稳妥地经营自己原有的职业，还在企足窥望另外的行当，意欲欣赏曾经错过的风景，我的理想主义是多么不靠谱，甚至有些不可救药。

实现规定数量论文的发表，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还要撰写与博士论文一般要求的出站报告，且和年岁小一轮的小朋友们同台竞争工作的机会，过去的两年，无一分经济收入的我时常处于焦虑之中，在睡梦中惊觉。如今，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落幕之际，出站报告也到了撰写后记的时候了。

从文学到影视再到新闻传播，内中虽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真正学习起来，却发现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自己也非跨学科的“人才”，一时半会儿还真吃不消。举例来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生吞活剥理解并运用的“议程设置”，在博士后阶段终于闹明白了。而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我还只是有所了解，并不能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这么说，博士后的经历将是一份难得的人生经验，它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生活世界。它也让我清楚，掌握的知识犹如一个圆圈，自己所学越多，圆圈的面积就越大，而那意识到的未知的世界，则随着周长的增加也越来越大。

2016年元旦前夕，我开始撰写博士后出站报告。历经三个多月，终于顺利完稿。端坐几个月来，报告瓜熟蒂落，而我一向自信的身体，也发出了腰椎间盘膨出的信号。是的，攀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登上了一座高山，漂过了一片海洋，那过去的风雨，在回忆中也就幻化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在此，我要表达我的感谢。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涂光晋教授。感谢热情的涂老师接受我这样一位年龄老大的学生，带领我进入新闻评论、公共关系的世界。因为我不谙新闻专业，她耐心地进行讲解，并指导我结合此前的专业，选定出站报告的选题。在本报告撰写过程中，涂老师还认真审读我的初稿，对结构、章节标题的拟订，乃至概念的使用和遣词造句，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涂老师不仅在学术上指导我，还在生活上给予点拨与帮助。她鼓励我到苏州的人大分校参与教学，关心我重新就业的情况，并且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真不愧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女神。在本报告最后定稿阶段，涂老师尽管身体有恙，但仍然抱病审读，在细节上逐一推敲，其严谨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

在博士后在站期间，陈力丹教授负责学院博士后工作。本报告的开题得到了先生热忱的指点。除此之外，新闻学院的胡百精教授、周勇教授、刘海龙教授和陈阳副教授等，虽然没有和他们发展私人的交往，但我聆听过他们的授课，得到不少启发，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樊启鹏副教授，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孙红云副教授，他们是我的博士同门，但在专业领域浸泡的时间比我长，更有纪录片创作的实际经验，因此我们之间亦师亦友，联系频繁而密切。为确定本报告的选题，我像撰写博士论文时一样，再次麻烦他们；而他们也无私地贡献意见，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届博士后李春雷教授。感谢涂光晋教授的博士生吴惠凡、范敏、公克迪、陈曦、刘峥、刘双庆、王海涛、吴佳珅、弓慧敏等同学。每次聚会，都是身心的交流，都是智慧的碰撞。感谢“涂门”严谨的学风，以及亲如家人的兄妹情谊。能够在中国人民大学认识你们，无疑是我的福分。

感谢我的家人。我博士后在站两年间，爱人胡师睿用她柔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庭，为我赢得了转型的机会。感谢我的父母兄姐，给我宽容与理解，为我担忧为我庆幸，生于这样的家庭，尽管清苦，我却感到无比幸福。感谢年迈的岳母，在我博士后在站期间，为我做饭为我分忧。感谢外甥女佳衡，她给我演示如何做操，以纾解腰椎间盘膨出带来的痛苦……

拙作最终出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策划编辑翟江虹女士和责任编辑胡颖、赵建荣。她们修订了书稿中的好些错误，其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我学习的楷模。

感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感谢黄宗英教授、杜剑峰教授、李彦冰副教授。本书获得北京联合大学2017年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的资助，端赖几位老师的厚爱。

书稿的质量，由笔者全权负责；其中的观点，有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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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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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卫

20世纪60年代中叶，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60年代末，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两代人的美国》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中指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全球化浪潮把世界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世界和国家角度看，它使得当代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民族国家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从民众角度看，其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能够发现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比如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服装店里的时装，甚至餐桌上的食物等，来自国外的东西越来越多。显而易见，无论是世界还是国家，或是普通民众都能够感受到“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在这样一个以“交流”、“沟通”与“合作”作为对外交往关键词的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传播不仅是国家发展的诉求，也有助于本国国民对世界的了解，当然还有助于世界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自身形象的国际传播既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具体到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极，其相关话题所引发的全球关注度在不断升温。得到关注无疑是一件好事，但相应地它也给我国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做出更多、更有成效的努力。

在大众传播领域，电视的作用非常重要。虽然传媒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特别是新媒体发展神速，威力巨大，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强烈冲击，但是“看电视”目前仍然是世界各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传媒消费形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电视具备了对外传播的比较理想的基础。据World Values Survey（1981—2004年）对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在1994年到1999年这一时间段的“电视使用情况及收视率（Use of Television and Frequency of Viewing）”统计中，数据显示在摩尔多瓦这个小国家，电视受欢迎程度最高。该国“不看电视的人”只有0.5%，“每天看电视1～2小时的人”占到51.5%，“每天看电视2～3小时的人”占到28.5%，“每天看电视超过3个小时的人”占到19.6%。同样的调查显示，1994年到1999年，“不看电视的人”占比重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占49.2%，但该国“每天看电视1～2小时的人”占到29.1%，“每天看电视2～3小时的人”占到11.9%，“每天看电视超过3个小时的人”占9.7%。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发达的美国，1994年到1999年，国内“不看电视的人”仅占3.4%，“每天看电视1～2小时的人”占到41.7%，“每天看电视2～3小时的人”占到27.4%，“每天看电视超过3个小时的人”占到27.5%。

在我国，学界和业界对电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研究都比较关注，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此领域仍然存在一些补白性研究空间。例如对中国电视国家形象传播效果评价及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和国家的电视国家形象传播策略的研究，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规律的研究等，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琛教授主持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电视国家形象传播的评价及我们的应对策略”可以说是一项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作为项目成果，刘琛教授与项目组成员共同完成的著作《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对上述亟待解决的重要研究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材料翔实，框架合理，逻辑清晰，立论正确。此外，该书运用跨学科理论，借鉴了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项目成果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和所提出的一些策略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据悉该项目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不仅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采纳，刘琛教授还应邀担任了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青年研究会理事和中央电视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专家组成员，这本身就是对该项目所得到成果的一种肯定。

刘琛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跨文化研究，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希望她能够继续努力，再上一层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写在前面的话

刘琛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安东尼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社会学》一书中，曾这样解释“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提出的背景，他认为：“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变革的急速脚步，以及一个日益深化的全球性社会（global society）。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推动人类历史迎来地区与世界联系的新篇章。（在新世纪之前的）30年或40年里，该进程进一步加速。为此，社会学家们用一个术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来形容这一过程。”

根据这个解释，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正是全球化浪潮带给世界深刻影响与冲击的历史时期。可以说，中国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积极自主地融入全球化进程。走过近4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取得的成绩不仅吸引了全球关注，也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历经荣辱兴衰的中国，一个谋求国家与民族复兴的中国，一个期待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需要强化世界对自己的了解。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应该肩负起内涵更加丰富、意义也更为深远的历史使命。

在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努力中，电视传媒因其自身的独特优势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西方传媒业发达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著名传播学者、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让簚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曾以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的“CNN效应（CNN effect）”为代表性案例，证明了电视不仅是在“报道（report on）”事件，更是在“塑造（shape）”现实。因此，在一个电视无所不在的时代（in an age where TV is everywhere），人们需要懂得如何善用“客厅里的这个伙伴（a mate in our living room）”。可见，在国家形象建设与传播中如何充分发挥电视的长处，以质量饱满的内容打造“了解中国与世界的窗口”，是值得中国电视传媒认真对待的课题。

然而，通过完整梳理自1999年以来的各类文献，我们发现本领域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其一，既有研究较少从广电领域入手，难以适应中国电视因国际传播迅速拓展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二，既有研究重在反映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样貌，但是欠缺评价指标研究，即虽提出评价结论，但是未能给出系统的“评分标准”，因此难以抽离出干扰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的要素，影响了对策建议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其三，既有研究虽部分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但研究框架更近似于“国别体论文集”，更多停留于“形不散，但神散”，甚至“神散且形也散”的阶段，因此难以反映和总结出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应注重的“国家性”或“地区性”差异点，尤其是难以体现传播规律的共性特征。

为此，我们项目组申请了原国家广电总局2011年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努力，推出了这部结题成果《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本书的研究目的、重点和主要创新点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对比分析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中国形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效果；探索在不同背景下，影响中国形象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进行国际传播的核心要素，重点是剖析影响要素的差异性和共性；从国别/地区和国际等两个层面提出策略建议，前者强调针对性分析，后者重在对当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规律性研究。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以国别和地区为案例，对比分析中国电视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在分析每个案例时，评价指标均为“国家政策”、“中国电视媒体自身”、“国家与国际关系建设”、“他者主流媒体议程解读”，以及“文化与历史观”等影响要素，目的是辨析各因素在不同背景下的作用度、共通点和差异性，尝试提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国别层面的传播策略以及针对国际传播规律的宏观层面的建议。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书的补白性尝试主要体现在：

其一，研究选题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第一部区域国别体中国电视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著作，而不是编著、论文集或“皮书”。

其二，研究思路与方法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本领域第一部以传播学、国际政治和跨文化传播等跨学科理论为指导，并以此统一架构全书框架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著作。

其三，研究预期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第一部依据统一的评价指标，对中国电视上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效果进行区域/国别对比分析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尝试从“具体对象国/地区”和“全球”两个维度进行传播影响要素和策略分析的著作。

其四，作者构成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第一部以“政府”、“业界”和“学界”相结合为定位的著作。团队成员来自偏重对外传播政策研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单位和新华社等国际传播实践部门，以及专长于理论研究的高校。此外，团队具备多语种和在对象国有过求学与工作经历等优势。

本书的主要内容

绪论。对本书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进行总体概述。

研究背景分析。本书第一章回顾并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传播政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原因，以及核心理念。这部分研究为历史地、全面且客观地评价中国电视传媒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背景，避免孤立的或碎片式分析思路。此外，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电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影响也是本研究的切入点之一。

文献综述与国内外比较分析。本书第二章从著作、论文集、论文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等方面进行研究现状分析，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11年。通过认真总结既有研究成果，可以明确关于中国电视国际传播效果研究所针对的命题、采用的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以及存在的局限性和需补白之处。这部分研究为廓清和验证本项目的设计合理性、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选取对中国具有不同战略意义的对象国或地区，分析中国电视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本书第三章至第九章分别以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阿拉伯地区和澳大利亚为代表性案例开展研究。每章的框架一致，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新时期中国与该国或该地区关系建设的特点，目的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该国或该地区中国形象传播面临的环境及首要任务。第二部分介绍选取的当地主流媒体，阐释遴选标准以及设计的合理性。以第三章为例：研究选取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对而言，CNN立场偏左，而福克斯偏右，ABC则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衡视角。因此，三个研究对象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电视国家形象传播的反馈。第三部分重点剖析这些主流媒体所诠释的中国形象的核心特点，作为评价中国电视国际传播效果的参照，并且辨析其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针对各对象国或地区的具体特点，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建议。作为本研究的主体，上述工作需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明晰中国电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在不同对象国与地区的效果；第二，通过采用一致的评价指标，对比分析影响各国和地区对中国电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评价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差异性与共性；第三，以国别或地区为单位，有的放矢地提出传播策略建议。

最后，本书综合分析中国电视对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并根据之前各章总结出的国际传播规律性特征，总结并提出提升中国电视国际传播能力的整体策略。

在项目研究期间，项目组充分发挥成员的多语种优势，掌握了丰富而翔实的英、法、日和阿拉伯语的一手资料。项目得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英国驻华使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新华社法国分社等单位的支持，不仅获得了宝贵史料和民调文本，而且完成了对多位“中国通”的访谈。为了更加准确地总结所选对象国或地区主流媒体对中国电视的中国形象传播效果做出的评价，项目组进行了扎实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以第三章为例：项目跟踪了CNN、ABC和福克斯新闻台的重要新闻栏目、对华重点话题的报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素材遴选。上述工作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此，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感谢项目组全体成员为本书付出的辛苦，没有他们严谨而扎实的工作，本书不会与读者见面。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时祎璠、范丽雅、林梦妍、胡漪、杨天伦、李文婷、何欣、史原榭等同学在资料搜集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庞井君主任、中国网络电视台汪文斌台长、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兼外语频道总监范昀老师、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院长梁虹教授等专家对本项目的指导与支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对本书进行的审定。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总编、本书策划编辑翟江虹老师和本书责任编辑黄超老师，是他们的认真工作使本书得以更加完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与帮助。感谢所有为本书和项目研究做出贡献的人。

诚然，本书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在此表示歉意，同时期待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以使本书和我们的研究更加完善。


绪论

刘琛*
[4]



1　问题的提出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强调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走得稳。2012年，十八大秉承这一文化精神，进一步提出要提升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与中外记者首次见面。习近平指出，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梦（Chinese Dream）”和“正能量（positive energy）”等关于中国发展理念的新名词开始引发全球热议。这说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讨论会继续深化。同样地，发展中的中国也会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与对话。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重视大众传媒在展示中国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与报刊、广播、电影乃至互联网等媒介相比，电视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形象建设与传播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这与近年来国际传播的发展态势是相契合的。以CNN对“海湾战争”的报道为例，世界各国都从中体会到国际媒体实际上是在左右（shape）事件并成为事件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不仅为大众传媒吸引到了新的受众，也迫使传媒再次界定新闻和传播的属性。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日本广播协会（NHK）等国际传媒巨头开始反思自己的功能，而其他国家也认识到了国际传播已经赋予传播技术以新的用途。
[1]



在新传播环境下，中国电视业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第八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2010年）交易金额超过24亿元；“十一五”期间，央视已经初步建立覆盖全球的新闻采编播发网络，国际频道海外用户超过1.6亿。2010年，“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总收入（含财政补助收入）达到2459.08亿元，增幅为‘十一五’以来最高……中国影视节目交易展会越来越多……推动了中国电视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进程”
[2]

 。此外，借助国际合作、专门针对国外受众的各个栏目，以及推动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等多种形式与渠道，中国电视上的中国形象不仅走向了世界，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立体、生动和亲切。

综上所述，国际传播日渐成为基础信息服务（basic inform service）和文化信息（cultural information）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平台。
[3]

 其中，电视处于焦点位置。卫星传送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势必进一步增强电视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中国需要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加强电视产业的战略规划，让电视更好地服务于中外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厘清中国电视的国际传播状况，尤其是明确受众反馈与传播效果，是制定中国电视发展战略的必要基础。

为此，本书以中国电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价为重点，辨析影响其传播效果的核心要素，最终为中国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策略服务。



注释


[1]
 See Lewis A.Friedland，Covering the World: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News Service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1992.


[2]
 庞井君主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1》，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See T.Guback，T.Varis，“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UNESCO Reports and Papers on Mass Communication，No.92，1982.


[4]
 刘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加拿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2　主要研究内容

全球化态势下，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由此引发了复杂的战略合作与博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进一步拓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空间，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色彩变得越来越鲜明，甚至在很多层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传播学的研究定义，“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新闻媒体对于特定事件的报道能够影响并帮助塑造公众意识和引导辩论。议程设置的经典公式之一是尽管媒体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想，但是能够告诉我们想什么（The basic premise of agenda-setting theory is that the way in which news media report particular issues influences and helps to shape public awareness and debate.In a classic formulation of agenda setting，the suggestion is that while the media do not tell us what to think，they may tell us what to think about）”
[1]

 。议程设置的概念指出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也为衡量与判定传播目的和效果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切入点。

因此，本书将选取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些对象国作为研究对象。依据议程设置的定义，选取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主要包括：美国的CNN、福克斯新闻台、ABC，英国的《卫报》、BBC，法国的《世界报》、“24小时”电视台，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本的NHK、《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阿拉伯国家的沙特《生活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时间节点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后奥运时代”。核心研究内容是：

（1）国家关系研究。

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主要方面，分析在后奥运时代对象国的对华关系，以明确该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解读的背景（context），从而辨析影响该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原因与程度。这个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甄别在中国电视队伍传播中，哪些问题是由中国电视业自身造成的，哪些受到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哪些因素并非中国引起，而是外部力量造成的等。

（2）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所遴选的地区和各对象国的重要媒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样貌、核心特征，以及与政府对华立场的契合度。通过总结这些主流媒体在解析中国议题时所采用的核心评价指标，判断该国或地区涉华报道的基本原则，并对其今后的议程设置做出预测。

（3）中国电视传媒传播策略研究。

根据前述研究结论，论证中国电视传媒在针对这些地区和对象国进行中国国家形象展示时所面临的传播状况，重点剖析以往传播实践中已经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检验或修改的传播方式，以及未来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今后中国电视传媒的国际传播策略提出具体的建议。



注释


[1]
 Bob Franklin，Martin Hamer，Mark Hanna，Marie Kinsey Jone E.Richardson，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London，Sage，2005：12.


3　研究意义

本书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中国广播影视国际传播研究中，中国电视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海外传播效果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理论性的双重意义。2000年，“走出去战略（Going Global）”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与此相适应，中国国际传播的实力和规模不断扩大。众所周知，传播硬实力的增强，不会让其传播效果自然增强。总体上说，从传播效果评价入手进行中国传媒对外传播研究在我国尚属前沿领域。由于自身的特点，与广播和电影相比，中国电视传媒研究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高。然而，以往研究更多着眼于中国电视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内传播，较少把中国电视传媒海外传播研究整体纳入分析范畴。因此，本书将从强调历史性和过程性的意义，分析后奥运时代中国电视媒体向海外展示中国形象，以及所引发的各对象国主流媒体的反应，从而回答以往尚未得到阐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2）在中国电视传媒国际传播研究中，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重要性。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让中国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得以集中展示，新的中国国家形象受到全球瞩目。此后，一系列的重要历史性事件（例如，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赋予了“中国话题”以新的内涵。新的发展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并因此凸显了本书的理论意义。针对长期存在的“中国电视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的问题，本书将重点总结国际主流媒体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时的主要评价指标，尤其是形成这些指标与变动的原因，为中国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支持。

（3）在中国电视传媒国际传播研究中，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具有切实意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趋频繁，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促使世界各国都在观察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在这种国际传播环境下，“中国威胁论”也开始在一些国家滋生，给中国与世界正常的关系建设带来阻碍。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切实提高传播效果。实践证明，成功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才是真正的建设性的宣传，因为它会让世界与中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最终实现互相合作与共同发展。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载体，电视传播应该发挥特殊作用。因此，加强国际传播效果研究是当前中国电视传媒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将以后奥运时代为背景，分析所选择的对象国和地区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通过辨析该国政府对华策略，对其议程设置进行评价。进而总结其传播效果评价指标和变化规律，最终就如何更好地提升中国电视媒体的国际传播效果提出应对策略。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成果具有一定的标志性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4　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的突出特色与优势在于“国际视野”和“跨学科理念”。根据这一性质，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1）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后奥运时代，中国与所遴选的对象国与地区的关系性质和走向。

（2）传播学内容分析。从定量（content analysis）和定性（textual analysis）两个方面，分析所遴选的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并对其塑造的中国形象特点做出评价。

（3）跨文化研究。在分析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时，文化因素将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此外，案例分析、访谈和国际比较等方法也是本书所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


5　主要创新之处

本书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是国内外首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后奥运时代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电视与中国形象海外传播效果，并据此提出策略建议的著作。主要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一项补白性研究。如本书第二章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所显示的，从国际传播角度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专门的策略研究尚属空白。此外，既有的研究设计缺乏明确的理论框架，研究结论更多地是停留在反映世界如何看中国的层面，难以揭示世界为什么这样看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有关研究在总体上难以适应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切实要求。从这个角度说，本书初步填补了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一块空白。

（2）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研究的一项补白性研究。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虽然越来越重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但是尚未提出相应的理论指导与方法。因此，既有研究更多地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论证，某些成果甚至以个人经验和体会代替研究。本书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主要依据，结合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尝试对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影响力度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3）中国电视研究的一项补白性研究。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电视传媒的国际传播实力取得跨越式发展。然而，针对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价研究较为匮乏，致使一些根本性问题尚未厘清（如影响中国电视国际传播实效的核心因素等）。从这个角度说，本书初步填补了中国电视研究的一个空白。


第一章　中国国际传播政策述评

张玉宁*
[8]



1.1　不同阶段（1978—2008年）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和政策综述

对外宣传是党和国家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外宣理念和政策演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强。通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外宣事业在探索中不断开拓，在创新中不断突破，经历了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再到“战略转变”等阶段，逐步建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外宣格局。

1.1.1　拨乱反正，对外宣传走上正确轨道，形成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理念

这一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展对外宣传，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关键是要做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对外宣传，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外宣传工作逐渐摆脱“左”的影响，在任务、对象和方式、方法上有了根本的转变，逐步清晰、丰富起来，形成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理念，走上了正确轨道。

从传播任务看，对外宣传被认为是一项在国际上争取人心、保证对外开放政策顺利实施、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加强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为实现“四化”争取时间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新闻、广播、期刊对外宣传报道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指出，对外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也为了尽可能有利于国际反霸斗争。198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及1986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也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从传播对象看，对外宣传的广度不断扩大。1979年，胡耀邦指出，我们的对外宣传，就是要面向外国人，力争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做宣传。1980年，关于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指出，对外宣传的对象，应当包括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人，还有港澳同胞、华侨、华裔人士和台湾同胞。

从传播方式、方法看，对外宣传更加强调生动、活泼和全面。1980年，中央要求善于通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侧面，从各个不同角度，以大量的事实生动活泼地进行宣传，切忌说教、浮夸、片面和强加于人。1986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再次要求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把情况和问题摸清楚、研究透，然后针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不同对象进行宣传。这些重要讲话和文件，对指导和推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宣传理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此理念指导下，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央于1980年4月决定成立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并于1982年2月决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央各项政策的推动下，1983年8月，第一次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电视对海外的宣传报道问题，强调电视宣传对内对外并举，全面、生动地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思想，是在中国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后，旨在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正确理念，表明中国“由忌讳国际交流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封闭观念，转变为打开国门的开放姿态”
[1]

 。

1.1.2　解疑释惑，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逐步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一股反华浪潮，中国国际形象跌入低谷，加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28字方针。在该方针指导下，这一时期对外宣传通过解疑释惑，实事求是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淡化社会主义中国的负面形象，树立正面形象。
[2]

 经过“融冰、架桥与突围”，对外宣传思想逐步从宣传走向传播，更讲究方法和策略，逐步树立起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这与传统的宣传理念有了明显的区别。

1990年10月，第二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明要遵循“内外有别”、“认识外宣工作的特殊性”、“努力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达到统一”等方针和原则。
[3]

 会上，朱穆之还指出对外要区分各国的不同，区分各阶层、各界的不同，区分外国人与华人的不同。实际上这是对“内外有别”原则的进一步细分，其内涵就是“外外有别”。
[4]



在此基础上，对外宣传的对象更具针对性。中央此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将对外宣传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争取国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上，同时要做好国外上层人士或接近决策层人士的工作。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新闻媒体的功能从单一宣传功能向多种功能转变，其受众观从“宣传对象”向“信息消费者”转变
[5]

 ，开始重视国际传播市场中的受众需求。

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激发了对外宣传的桥梁沟通作用，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恢复，则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加顺畅。此后，对外传播媒体特别是电视传媒迅猛发展。1996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覆盖了占世界人口98%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覆盖全球的战略目标。以1997年香港回归电视对外报道为例，据统计，68个国家和地区的125家电视台全部或部分地转播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英语频道传送的节目，使“中国声音”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传播。

1.1.3　对外传播进入战略转变新阶段，向世界说明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显著加快，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此消彼长。为抓住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向世界说明中国”成为这一时期对外传播的指导思想。

1999年2月，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外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这五个“继续”，指明了外宣工作努力的方向，即新时期的外宣应进一步向世界全面说明中国的内政、外交、民生方面的新进步和新发展，展示国强民富、热爱和平的国家形象。
[6]



“和谐世界”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内容。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和谐世界”理念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今后走向的普遍关切，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回答了中国希望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及以何种方式构筑这样的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7]



理念更新才有行动上的创新。伴随着外宣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2000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同制定了《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2005年，2006—2010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规划出台，大外宣格局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初步建立。按照外宣工作“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中央及地方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得到不断加强。



注释


[1]
 何国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宣思想的演进》，载《当代传播》，2008（6。）



[2]
 参见何国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宣思想的演进》，载《当代传播》，2008（6。）



[3]
 参见陈日浓编著：《中国对外传播史略》，162～163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4]
 参见王建、肖正涛：《“内外有别”原则在对外传播中的发展》，载《青年记者》，2011（26。）



[5]
 参见钟馨：《中国对外传播受众观的转变》，载《新闻界》，2010（3。）



[6]
 参见何国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宣思想的演进》，载《当代传播》，2008（6。）



[7]
 参见刘笑盈、何兰主编：《国际传播史》，255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8]
 张玉宁，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传播战略研究室，主任编辑。


1.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具体展现。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21世纪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环境更趋复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就对外传播而言，虽然中国传媒业有了很大进步，但作为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仍不时被误读、歪曲甚至丑化。中国对外传播的实力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并不相称，仍面临着国际舆论环境、文化差异及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1.2.1　国际舆论环境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格局更深层次地进入到了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也使我周边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主要框架和议题，并没有因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发生根本改变。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更是跌宕起伏，“中国责任论”、“中国模式论”、“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中国强硬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不确定论”等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断涌现。舆论指向由传统安全威胁向市场威胁、能源威胁扩展，由军事、政治等硬实力威胁向国际影响力、经济吸引力等软实力威胁扩展，由战略威胁向具体的经济社会领域扩展，由主要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传播向发展中国家扩展。
[1]

 这些舆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境外公众对中国的认知。BBC的“中国形象全球调查”就印证了这一点。

BBC网站2013年5月22日报道，与2012年相比，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2%，降低了8个百分点；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9%，上升了8个百分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容乐观，日本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64%，同比增加14个百分点，韩国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增加至61%。这是BBC国际台自2005年展开该项民调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
[2]



1.2.2　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由于历史渊源、风俗习惯、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等不同，中西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如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中国人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和言语行为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西方文化不是将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自然万物的主宰者，认为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中国文化突出集体主义，“自我”意识缺乏，西方文化则遵循个人价值至上的原则；中国文化从集体主义的价值目标出发，推崇中庸之道，西方文化则崇尚个人主义，鼓励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在宗教文化方面，中国宗教的大众信仰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而西方宗教的群体信仰则具有一元化的特征；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现实性，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则具有很强的教义意识；等等。

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在价值追求、思维方式上的迥异，阻碍了西方对中国的客观认知，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发展空间。对外传播是一种跨国、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所面临的是西方的强势文化和话语强权，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并带动国际关系的调整，西方国家的文明优越感受到了冲击，在政治、经济上打压中国的同时，也从文明的角度把中国定位为全球竞争者。国际舆论对中国不同形象的塑造，均折射出西方国家根深蒂固地对中国持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

在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正如学者程曼丽指出的，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而要跨越由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阻隔，对外传播仍然任重而道远。

1.2.3　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国际电信联盟（ITU）2013年10月发布的最新全球互联网年度报告《2013年信息社会分析》显示，2013年全球网民达到27亿，移动互联网连接数达到68亿。报告还显示，使用3G和3G以上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自2007年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0%。ITU当时预计到2013年年底，全球将有27亿网民使用固定电话网络或移动方式接入互联网。

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5.9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4.64亿，较2012年年底增加了1678万人，网络视频用户约3.89亿，网络视频在网民中的使用率达65.8%，手机端视频用户成为网络视频新的增长点，其网民规模较2012年年底增长了18.9%，统计显示，在线收看或下载视频的手机网民数为1.6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以来，移动化和融合化成为中国新媒体发展与变革的主旋律。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融合大势的促推下，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新媒体应用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
[3]

 可见，新媒体的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

近年来，虽然中国主流媒体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运用新媒体的水平相比，仍表现为“传统”、“分散”与“落后”，互联网核心技术及相关软硬件基础设施对美国依赖程度高，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2011年，西方媒体全面推行的网络渗透已经产生了影响，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络在推翻突尼斯和埃及政权上发挥作用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在中东、北非等动荡地区巧妙利用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络，大力推动“网络革命”。2011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把网络空间列为与陆、海、空、太空并列的美军“行动领域”，网络正式成为美军第五大战场。
[4]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分析认为，西方对华传播战略转向新媒体，而“美国之音”等媒体停止对华广播，实质上只是改变了传播的形式。新媒体已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主要平台，反映了美国政府在数字化传播趋势下对媒介政治价值的重新认定和评估，对媒体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操控，及其看重实际效果的政治传播思维。
[5]

 新媒体将成为构建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载体。



注释


[1]
 参见姜加林主编：《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中国威胁论”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2]
 参见《BBC称全球民调对中国印象转差》，见新华网，2013-05-24。


[3]
 参见《社科院25日在京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见中国网，2013-06-25。）



[4]
 参见伍刚：《关于建设世界一流互联网传播强国的若干思考——中美互联网国际传播力对比研究》，见姜加林等主编：《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国际传播——“第二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5]
 参见孟威：《新媒体与美国政治传播走向》，载《当代世界》，2011（5。）



1.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措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对外传播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仅看重传播策略，更强调传播战略，对外传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新一轮强劲发展。

1.3.1　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提升对外传播能力

2008年，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打破西方媒体垄断格局”的战略任务。在随后几年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围绕该战略目标，中央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09年，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使世界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向。这为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是积极对外介绍我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二是大力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三是做好对外舆论引导和国际舆论斗争；四是继续推进我国主要媒体、新闻机构、记者协会等与国外新闻媒体的对口交流，加强同外国智库人物、各界知名人士的联系，注重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的独特优势，使外宣工作更好地贴近海外受众，更好地在对象国落地生根。

2010年，李长春提出了两项要求，即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上迈出新步伐，在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软实力上取得新进展。

2011年，中央对外宣工作做出新的指示：着力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要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发展，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努力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下更加有所作为，使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取得更好效果；认真落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传播渠道、信息内容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采编播发能力和产品营销能力，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实现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不断提高对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等。中央还针对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指出要依托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重点媒体办好新兴媒体，做大做强做优一批重点新闻网站和骨干网络文化企业，不断增强对新兴媒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2012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更是要求四个“着力”，即着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着力宣传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着力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着力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按照中央要求，中央各大传播机构纷纷提出了各自的传播宗旨和理念，如新华网的“传播中国，报道世界”，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等。

1.3.2　在强有力措施的推动下，对外传播能力显著提升

要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了解中国，就必须采用符合境外受众接受习惯和心理的宣传手法，才能使宣传内容为受众所接受。2008年12月20日，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上，李长春指出：要深入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利用现代传播技巧，运用国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增强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外宣“三贴近”的提出，把握了新时期国际传播的规律，凸显了受众作为信息消费者的主体地位。

2009年以来，在中央增强国际传播战略有关政策的推动下，各主流媒体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实施全媒体战略，呈现井喷式发展，表现如下。

新华社：2009年5月，新华社组建多媒体中心；同年7月，新华社视频内容在欧洲部分地区播出；同年12月，新华社英文电视专线正式开通。2010年7月，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正式向海外播放。2011年5月19日，新华社北美总分社正式入驻时代广场旁的百老汇大街1540号大厦顶层。2012年，新华社驻外分社达167个，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全球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和新闻发布体系。

中央电视台：2009年7月25日开通了阿拉伯语国际频道，向22个阿拉伯国家近3亿观众广播；同年12月，央视国际网站整体转型为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这是以视听互动为核心、融合网络特色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的网络视频公共服务平台。
[1]

 2012年年底，海外记者站由19个增加到70个，海外记者站人数达500多人，其中海外雇员200多人。台本部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外籍员工140多人。国际频道由4个增加到7个，整频道海外落地用户从9690万户增长到3.1亿户。CNTV建有10个海外镜像点、6个外文专业台、7个海外本土化网站，并进入手机﹑移动电视等多媒体终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09年新增6种语言在线广播，共使用59种语言，全天候向全世界传播，建成了英语环球广播和华语环球广播24小时直播平台，实现了全球重点地区的有效收听。2013年5月5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调频台正式开播，这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外整频率落地电台达到90家，数量仅次于BBC，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提出了“多媒体融合、全媒体发展”的思路。2011年1月18日创办了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整合了传统广播、PC端、TV端、移动端、出版发行五大平台优势，形成了统一的多媒体、多平台联动传播形态，标志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面进入新媒体领域。

《中国日报》：2009年2月推出美国版。2011年形成了国内旗舰版、美国版、欧洲版、亚洲版共同发展的新局面。2012年12月，非洲版在肯尼亚创刊发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

《人民日报》：2009年7月1日起从16版扩展到20版，国际新闻与国际评论是扩展的重点；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20日推出英文版，英文环球网同时开通。2011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了全新改版，本着“借船出海，合作双赢”的方针，先后与欧亚太美非的25家海外华文媒体合作，在各国出版日刊、周刊、专版和手机报（意大利）。2012年人民网已拥有15种语言、16种版本，网民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新阶段，对外传播的条件、环境和任务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站在新的起点上，主动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注释


[1]
 参见王庚年：《媒介融合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与媒介的应对策略》，见姜加林等主编：《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国际传播——“第二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第二章　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研究述评

宋泽宁*
[4]



童骏**
[5]



2.1　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概况

中国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日益意识到国家形象与国际舆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加大了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力度，并涌现了大量关于国家形象的论文和著作。

2.1.1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统计

自1999年至2011年年底，研究中国对外传播的社科基金项目约有75个，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在2007年以后，相关社科项目数迅速增加，占到13年来相关项目总数的近3/4。在研究主题和视角上则呈现出明显的前沿性和多样性。

表2—1列出了1999—2011年15个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社科基金项目。其中重点项目1个，为中国外文局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各7个。

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这些项目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为宏观策略类研究课题，即针对国家形象设计、国家形象建构策略和传播策略的研究，如2005年周明伟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2011年林少雄的“形象的力量：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与传播策略”等。第二类为微观类研究课题，包括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形象，新闻发言人的形象，环境传播，以及动画、电影电视、纪录片传播等。

项目的研究主体绝大多数为高校，政府和传媒机构则占据极小的比例。可见，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亟须学界、政府和业界共同贡献各自的智慧。

表2—1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国家形象”相关研究立项情况（1999—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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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统计

在中国期刊网检索1999年至2012年11月期间发表的、篇名含“中国国家形象”的论文，共得到287条结果，来源包括社科基金项目、学术期刊以及硕博论文库。图2—1统计了各年份发表的相关论文篇数。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2005年之后相关论文数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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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国期刊网“中国国家形象”相关论文数量统计（1999—2012年）

中国传媒大学何辉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公共研究的一个交叉性领域。”
[1]

 基于这一认识，本书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所收录的15种新闻传播学期刊
[2]

 和39种政治学期刊
[3]

 进行检索。统计结果显示，从1999年到2012年11月，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论文共有108篇，其中刊登在新闻传播学期刊上的有77篇，刊登在政治学期刊上的有31篇。这些论文在学科上互有交叉，例如李彦冰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发表的《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家形象传播》更具政治学的特点，而贾文键发表在《国际论坛》上的《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国形象》严格来说是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如图2—2所示，从2006年起，“中国国家形象”开始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论文数量在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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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C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和政治学期刊“中国国家形象”相关论文统计（1999—2012年）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主要是运用国际传播、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交际理论来探讨国家形象的定位、塑造和传播，涉及国际关系、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近年来，研究的对象趋于细化，从初期的国家形象基本理论探讨发展到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分析，从单纯的外媒报道内容分析发展到国外受众调查，从国家形象塑造的整体策略发展到奥运会、世博会、经济危机、新媒体等特定情境下的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

2.1.3　代表性学术著作统计

自1999年至2012年年底，尤其是2011年以来，涌现了大量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学术著作。本书检索到代表性学术著作23部，包括19部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即专著与合著）和4部本论文集（见表2—2）。在这19部著作中，有10部是作为丛书的组成部分出版的。

绝大部分学术著作的选题较为宏观，以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和传播策略为主。少数著作有明确的研究切入点，例如公共外交、国际关系、对象国、旅游传播、摄影、电影和电视等。从研究思路上看，学者一般先从理论概述、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入手，接着分析和总结中国的国家形象，最后根据国家形象的传播现状提出相应对策。研究方法以历史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主，国际比较和国外研究相对较少。就内容而言，除了全球化和新媒体环境，有新意的话题并不多，著作的独特性不明显。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某些著作题目起得大而全，但结构松散、脉络模糊，“新瓶装旧酒”，概念探讨有余而对策却不甚实用。

表2—2　　中国国家形象代表性学术著作（1999—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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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何辉：《中国国家形象定位分析》，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2。）



[2]
 15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是：《编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中国编辑》、《新闻记者》、《当代传播》和《现代出版》。


[3]
 39种政治学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学研究》、《当代亚太》、《国际观察》、《国际论坛》、《国际政治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欧洲研究》和《德国研究》等。


[4]
 宋泽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企业国际形象研究。


[5]
 童骏，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生。


2.2　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研究综述

国际传播已成为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理论视角。只有通过研究国际传播效果，了解和分析外国媒体和外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理论层面的探讨才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刘继南、何辉所著的《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一书是当前研究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现状及对策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的一大贡献是提出“文本”、“制度”和“受众”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本节在统计和分析相关文献时也遵照了这一分类，同时增加“基本理论研究”这一类别。

由于本节关注的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因此述评的对象是第一节检索到的社科基金论文和CSSCI期刊论文中关注国际传播领域的论文（共100篇），暂不考虑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

2.2.1　文本研究

文本是传播的内容。简单来说，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文本是指国际传播所依托的媒体（尤其是世界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报道。因此，这一类别的研究主要关注印刷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影视，研究方法以内容分析、个案研究、深入访谈和文献研究为主。由于大型的国际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而这些事件本身也是媒体文本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的研究也归入这一类别。

通过统计、分析和解读国外媒体的涉华报道从而总结出中国的总体国家形象是比较通行的研究思路。传播学者程曼丽（2002年）跟踪了2002年4—5月美、俄、日、德主要报纸的涉华报道，认为客观、准确的报道多于误解或敌意，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亚洲大国，其地位与影响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被更多地纳入各国媒体的视野中。
[1]

 张玉（2007年）分析了1995—2005年《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涉华新闻，总结出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不太民主”、“市场经济化”和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价格低廉的商品”
[2]

 ，政府形象中性偏负面，腐败现象、环境污染及华人在日本犯罪情况均较为严重。甘险峰（2011年）梳理了普利策新闻奖中的中国题材，发现中国题材经历了一个从边缘、负面聚焦到理性批评的轨迹，相应地，中国国家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敌视到正视的转变。
[3]

 贾文键（2008年）研究了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间发行的《明镜》期刊中重点报道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发现负面报道占主导地位，中国在经济上被认为给西方造成威胁、在政治上则压制人权。
[4]

 陈勇和张昆（2012年）分析了1949年10月到2008年12月31日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报道，发现其呈现的中国形象摇摆不定，从最初的“风雨飘摇的邪恶帝国”的负面形象，转为“在保守和改革的博弈中渐进”的相对平衡的形象，最后又退回到“崛起的威胁”
[5]

 的负面形象。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紧扣媒介议程，结合某个热门议题或者事件来归纳中国国家形象或者其具体表现。姚小鸥、王克家（2008年）研究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平面媒体对四川地震的报道，认为报道对中国政府、军队、民众乃至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均有正面的展现，而这与中国政府对地震的迅速反应和公开透明的态度以及军队在救灾中的出色表现有着一定的联系。
[6]

 刘坤喆（2011年）统计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刊登在英国《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上的涉及气候变化的文章，中国国家形象在气候变化方面总体呈负面，被具体描述成诸如“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能源饥渴的巨人”、“二氧化碳减排的障碍”
[7]

 等。而根据张丽君（2010年）的总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西方媒体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严重的污染者”、“不应该得到西方帮助的国家”、“对抗者”、“不合作者”和“拒绝批评的国家”
[8]

 。刘开骅（2010年）选取了2008年12月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关于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报道，总结出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为“加强对外交流，但开放透明的程度还不够”，“加速进行现代化建设，但不断扩张军力令人担忧”，“积极履行大国义务，但往往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显得顾虑重重”
[9]

 。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11月23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主题广告在CNN播出、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这四次重大活动和事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甘险峰（2011年）截取了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6个西方国家的12家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报道，发现中国被描绘成“一个正积极融入世界的、友善的、公民认可度高的中国”，但仍有极少数媒体在“中国威胁论”的“刻板成见”
[10]

 主导下解读出一个相对负面的中国形象。郭可等（2011年）选取了包括沙特、葡萄牙、印度、韩国在内的15个国家29份主流报纸于2010年4月到11月期间对上海世博会的报道，认为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闻框架更趋立体化，但涉华议题仍以政治问题为主，西方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的批判和怀疑态度改变不大。
[11]

 “中国制造”广告片与国家形象片则反映了“自塑”的中国国家形象。前者传达了中国“愿意融入世界，愿与世界一同发展进步；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和进步的民族，是一个追求卓越品质的民族”
[12]

 。后者从《人物篇》到《文化篇》，逐渐淡化了宏大叙事、价值灌输和官方色彩，主打国家文化形象。
[13]



2.2.2　制度研究

制度是文本得以生产和传播的框架和规则，制度合理与否影响到传播效果能否实现。具体来说，制度包括国家对外传播的政策和机制，政府对于国际形象的定位、塑造和传播策略，以及媒体的报道方针和方式。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形象设计到微观层面的中国电影海外营销策略，都属于制度研究的范畴。

诸多学者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积极出谋划策。何辉（2006年）认为，中国国家形象构成要素较为复杂，经济要素是其定位核心；中国的政治形象、军事形象定位应突出“自信”、“透明”趋势；要通过对“先期解释过的领域”
[14]

 的再解释进行中国人的形象定位；还要改变世界主流影视、网络等多种媒体中对中国形象的扭曲定位或不当定位。刘康（2008年）认为要多元、多样化地再现中国全景，把中国这样一个丰富多彩、复杂矛盾的转型社会真实地展现给世界，体现出“中国是复杂、矛盾、不完美的，但中国是透明、开放、自信、大度的”
[15]

 。吴友富（2006年）提出以“和平、和谐、合作”作为21世纪中国的国家形象品牌的核心理念和内涵，认为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是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构建的基本价值取向。
[16]



在传播机制方面，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中国的传媒体制是目前学界的两大研究重点。孟建（2008年）认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推进，已经为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7]

 张涛甫等（2009年）指出，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一个消除误解、消弭分歧的传播平台，若处理得当，可增进外媒对中国的理解，促进中外对话。
[18]

 姚君喜（2010年）分析了2010年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总理记者会，认为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和国家形象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影响和建构关系，因而需要通过政府议程和媒介议程设置的互动，全方位塑造国家形象。
[19]

 刘琛（2010年）以中国与蒙古电视传媒为例，为西方现有的对外传播政策的评价指标提供了“开放性”和“文化自觉性”两个新的分析变量。
[20]



结合新媒体来探讨国家形象传播策略是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王晨燕（2007年）认为应当建立对外传播旗舰网站，网络对外传播要做深度分析、背景报道和客观报道，改变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利用网络多媒体的优势，用事实真实、全面、及时地反映现实的中国。
[21]

 陈蓉（2011年）指出，传统媒体时代“选择性正面报道”的国家形象建构策略的效用正在降低，新媒体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思路要有所转变，媒体对于各种社会负面事件是否报道以及从何种角度去报道，直接影响着公众对于媒体公信力与权威性的判断，间接影响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主观心理认同。
[22]

 相德宝（2011年）认为，在自媒体时代，中国对外传播需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广大自媒体用户的力量，积极开展自媒体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23]

 。）

2.2.3　受众研究

受众是接触到与中国国家形象相关的传播信息的人，尤其是外国受众。由于国家的“自塑”形象、外媒的“他塑”形象和受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往往并不一致，因此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来研究受众可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提供直观的效果检验。

赵靳秋、李昕（2010年）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国际在线”的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菲律宾语四个语种在线音频节目的国际受众进行了考察，发现用户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表现持肯定态度，认为勤劳敬业是中国人民最可贵的品质，消极评价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环境保护、人民生活条件改善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24]

 徐剑等（2011年）以美国民众对中国态度为研究对象，发现电视媒介的接触频率会对美国民众的中国评价和感知产生影响，未发现其他媒介的接触频率与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有显著相关关系；同时，人际传播经历（即来过中国）会对美国民众的中国评价和感知产生正面影响。
[25]

 王琰等（2012年）研究了中国华语电视新闻跨境传播媒体，主要探讨境外受众的解码类型、生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总结出不同跨文化群体会呈现出移情式、批评式、防御式、仪式式四种主要解码类型。
[26]

 王异虹等（2012年）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德国的传播现状进行分析。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整体认知和接受情况较为正面，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文化多元、历史悠久、文化具有吸引力并且与众不同。但德国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没有能够在日常生活接触中得到有效的满足，德国受访者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程度较低，认知渠道多源于本国媒体，信任欧洲而非中国。
[27]



2.2.4　基本理论研究

基本理论探讨的范畴包括两方面。一是探究“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等基本概念的含义，如赵雪波的《关于国家形象等概念的理解》、程曼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和胡腾蛟的《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理论探源——以冷战后中国形象的西方解读为视角》等。二是对学界采用新闻传播学视角来研究国家形象问题的述评，如党东耀、刘祥平的《实力、话语和表征——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演进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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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沈捷：《国家形象片的文化超越策略和效果研究》，载《编辑之友》，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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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孟建：《国家形象建构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载《国际新闻界》，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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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张涛甫、朴范吉：《传播正面、真实国家形象的高端平台——2003—2009年总理记者招待会解读》，载《新闻记者》，2009（4）。



[19]
 参见姚君喜：《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国家形象——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总理记者会的解读和分析》，载《当代传播》，2010（3）。



[20]
 参见刘琛：《“开放性”和“文化自觉性”与对外传播政策评价：以中国与蒙古电视传媒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6）。



[21]
 参见王晨燕：《网络对外传播的策略：网上重塑中国国家形象》，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5）。



[22]
 参见陈蓉：《新媒体视阈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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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相德宝：《自媒体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载《当代传播》，2011（6）。



[24]
 参见赵靳秋、李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线音频节目使用模式调查》，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3）。



[25]
 参见徐剑等：《媒介接触下的国家形象构建——基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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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王异虹等：《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德国的认知及接受度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5）。



2.3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总结和梳理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近十几年来（尤其是2006年以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业已形成文本、制度、受众和基本理论等比较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但是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2.3.1　受众研究不足

如图2—3所示，在本书筛选出的100篇论文中，研究视角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文本研究超过半数，制度研究有37篇，受众研究则是非常薄弱的环节。而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应体现在对“他塑”形象的分析和国外民众认知的分析方面，也即文本研究和受众研究方面。

[image: 7]


图2—3　“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相关论文篇数统计（按研究视角分类）

2.3.2　研究存在地域的局限性

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中，也许是受到研究者语言背景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侧重北美和西欧，对非洲、南美和中东地区的研究略少。

2.3.3　缺乏统一的国家形象测评标准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以描述性分析居多。在文本解读和话语分析上，缺少统一的、较为客观的国家形象测评标准，因而往往导致研究结果发生相互矛盾的现象。

2.3.4　研究的持续性和完整性有待提高

本领域相关论文数量的变动趋势还突出反映了“议程设置”，即“焦点访谈式”研究的特点；学界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具体的国内大事。例如，2.1.2中的C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和政治学期刊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国家形象”相关论文在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的发表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年份，而这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三个热点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见，论文数量的变动趋势与政治因素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服务于具体的国内大事，而是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学界不仅要关注热点问题，也应该关注冷门议题，注重提升国家形象研究的持续性和完整性。

2.3.5　针对电视媒介的研究匮乏

在既有的文本研究中，针对媒介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绝大多数的学者关注印刷媒体，即报纸和杂志，缺乏对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介的深入研究。而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研究电视传媒与国家形象传播的关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刘继南、何辉（2006年）针对“外国人心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国人形象”开展的调查是一次覆盖面广、分类细致的受众研究。
[1]

 研究者通过对在京外国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在媒介接触方面，受访者对电视的热情度最高，其次是互联网、报纸、广播和杂志，而电视具备的信任度最高，超过报纸和互联网。受访者接触最多的是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其次为《中国日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中国》杂志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根据察哈尔学会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电视、互联网和报纸杂志是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最主要的途径。超过60%的海外受访者通过电视了解中国。
[2]

 徐剑等（2011年）基于对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指出改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电视、网络向美国民众投放各种反映中国多元文化生活的影像信息。他认为，生动、形象的中国影像信息不仅有助于改善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狭隘偏见，还能激发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兴趣，而这一点又有助于美国民众对中国更加正面的评价的形成。
[3]

 王琰、王娜（2012年）的受众调查也表明电视传媒既是展现、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窗口，其本身的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然而，既有研究中只有极小部分将中国电视传媒置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框架之下审视，而对于其实际传播效果的调查则更加缺乏。甘险峰、孔令顺（2010年）认为，今天中国的电视媒体并未向国内外受众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从其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人们很难看到一个足够真实和客观的中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在国家和社会遭遇到一些危机时，如果电视媒体不能忠实履行职责，出现了传播缺位或传播失当，则很有可能使国家形象蒙尘、美誉度降低。
[5]

 刘琛（2010年）以中国和印度的国家电视台为案例，指出Doordashan电视台的整体受认可度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中央电视台，前者的改革不是政策性的开放而是法律框架下的规范性的开放，其对外传播不是满足内需式的对外宣传，因此口号喊得少，有人情味。
[6]

 叶虎（2010年）认为海外华文传媒对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未能形成影响主流思潮的领军人物和机构。他同时指出，塑造国家形象的主体必定是中国自身，海外华文传媒只是处于向世界真实地说明中国、构建良好中国形象的附属地位。
[7]

 王琰、王娜（2011年）认为，华语电视跨文化传播媒体在主题选择（普世价值与本土观念的视域融合）、叙事话语（全球叙事与本土话语的风格契合）和情感召唤（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张力弥合）上，必须以受众为中心，弥合文本差异，真正实现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信息共享。
[8]



鉴于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总结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电视传媒向海外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具体来说，本书关注对象国媒体对中国文化形象的介绍与诠释，捕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展示的文化因素。通过全面总结国际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最终就如何更好地提升中国电视媒体对外文化传播效果提出应对策略。



注释


[1]
 参见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
 参见《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见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5177，2012-12-12。


[3]
 参见徐剑等：《媒介接触下的国家形象构建——基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



[4]
 参见王琰、王娜：《华语电视新闻跨境传播的受众解码类型分析》，载《新闻界》，2012（11）。



[5]
 参见甘险峰、孔令顺：《电视媒体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责任》，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5）。



[6]
 参见刘琛：《“官方媒体”形象与国家形象关系研究——以中央电视台与Doordashan电视台为例》，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5）。



[7]
 参见叶虎：《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载《当代亚太》，2010（2）。



[8]
 参见王琰、王娜：《我国华语电视新闻跨文化传播的文本重塑》，载《新闻界》，2011（8）。



第三章　美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刘琛　田方萌*
[24]



3.1　新环境下中美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2008年11月，随着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美国政治格局也从布什时代转入奥巴马时代。大选之后，胡锦涛立即同奥巴马通了电话，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发展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1]

 这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定下了基调。

2011年1月，胡锦涛同志应邀访问了华盛顿，他和奥巴马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表示双方将致力于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白宫方面重申了“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2]

 。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奥巴马政府需要处理多重对华关系，主要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三个层面展开。

在外交层面，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布什政府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这一年度高层会议聚焦于经济、安全和其他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有关战略的讨论，有关经济的对话则由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主持。首轮会谈于2009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涵盖了经济危机、全球变暖和核扩散等问题。
[3]

 第二和第三轮对话相继于2010年5月和2011年5月展开。

随着中美两国增进高层交流，双方的军事关系也有所改善，并在2009年6月24日恢复了副部级国防磋商，讨论了美国对台军售、反恐行动和朝鲜核问题，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等议题。然而，2010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尖端武器，此举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2011年年底，美国政府推出新防务战略、与澳大利亚的驻军协议，有意在亚太地区孤立中国，遭到中国政府的批评。
[4]



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时有摩擦，而2008年以来最激烈的争论焦点还是经济议题，如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产品的安全等。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4568.2亿美元，增长24.9%。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918.8亿美元，增长32.2%；自中国进口3649.4亿美元，增长23.1%。美方贸易逆差2730.7亿美元，增长20.4%。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
[5]

 这种紧密的经济关系也带来了不少问题。2008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发布的“特别301报告（Special 301Reports）”指出中国进口货物中存在许多假冒伪劣产品，比如药物、电器和玩具，侵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6]

 2009年9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轮胎开始征收35%的关税，被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责为严重的贸易保护行为。
[7]



近年来，美国政界持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2009年4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关于国际汇率的报告，声称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经济，而忽视刺激内部需求。该报告并未将中国称为“货币操纵者（currency manipulator）”
[8]

 ，然而，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要求美国政府对压低汇率的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
[9]



2012年，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拉开了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Willard Romney）被认为是共和党内最有可能挑战奥巴马的竞争者。他经常称中国为“货币操纵者”。在宣讲其经济计划时，罗姆尼频繁攻击中国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10]

 仿佛不甘落后于共和党人，奥巴马也曾指控中国操纵汇率，并要求中国应该表现得“像个成人（grown-up）”。
[11]

 尽管美国政客频频批评中国，但不少团体还是在为中国说话，比如，政论刊物《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就指出罗姆尼的对华政策言论将得罪美国商界选民。
[12]



随着美国的反恐战争渐趋缓和，美国两大党派都需要一个新目标来动员各派势力，这使中国在大选之年成为双方攻击的目标。共和党通过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以争取忧心美国地位衰落的选民；民主党则利用汇率等经济问题赢得劳工阶层选民的支持。为了进一步描述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关注取向，本章以华盛顿思想库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分析。

3.1.1　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思想库（think tank），也称政策研究机构，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智囊组织。100多家思想库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它们对时事政治反应灵敏，其研究重点往往反映出美国政界关注的重大议题。为了考察美国政界的对华侧重点，本章从华盛顿四家大型思想库的会议档案中挑出300多次研讨会进行统计分析。这些研讨会包括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政策讨论活动，为了进行对比，本章也收集有关俄罗斯的研讨会数据。这四家思想库分别是代表自由派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代表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政治中立的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和侧重对外事务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13]



结果显示，中国在21世纪初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外交界关注的最主要非西方国家。在观察期间的10年内，关于中俄两国的研讨会都在成倍增长（见表3—1），这自然与各大思想库的财源和规模扩大有关。在所有四个观察年份，关于中国的研讨会的次数明显高于关于俄罗斯的次数。在2007年，关注中国的会议比关注俄罗斯的会议多出近60%，而2010年前者是后者的一倍还多。此外，俄罗斯几乎淡出了布鲁金斯学会的视线。相反地，该学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则从2001年的两场会议增加到2007年的23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0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推动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虽对俄罗斯仍然十分重视，但弱于对中国的关注。在多数年份关注俄罗斯超过中国的威尔逊中心，有关中国的研讨会次数也从2004年的15场增加到2010年的36场，而关于俄罗斯的会议次数则从25场下降到20场。此外，这一期间还有过6场同时涉及中俄两国的研讨会。

表3—1　　华府思想库中俄事务研讨会次数（2001—2010年）

[image: 8]


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1年的数据有缺失。

华盛顿思想库不仅对中俄两国的重视程度有差异，关注的领域也很不相同。本文将所有研讨会议题概括为七大领域（见表3—2）。对比各项领域在两国研讨会中所占的比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中国议题主要集中在外交、经济和环境方面，而俄罗斯议题更多集中在内政和社会方面。

外交领域显然是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华盛顿思想库花费了相当比重的时间，用来讨论中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的外交议题主要包括美俄关系，以及俄罗斯同欧洲（尤其是高加索地区）和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关系。中国的外交议题约有一半涉及中国台湾问题。近年来，华盛顿思想库加强了对台湾地区选举及两岸政策的观察。他们同样关注中国同亚洲邻邦的关系，如朝鲜、日本和印度等。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讨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新议题，如中国同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出于防卫目的的外交和中国的软实力等。但是，有关俄罗斯的研讨会上并没有此类议题。

华盛顿对中国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关心超过俄罗斯，这并不难理解。中国外部影响的基本推动力在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外交和军力均以此为后盾。中国进入全球体系也对发达国家产生着巨大作用，美国自然会特别关注中国这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债务持有人。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其环境问题就不仅是中国国内问题，也进入了全球议程。威尔逊中心在1997年专门设立了“中国环境论坛（China Environment Forum）”，以促进两国关于环保议题的对话。

就分布比重来看，美国战略家对俄罗斯内政与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接近中国的两倍。虽然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在过去十年政治局势相对稳定，高层领导人也实现了平稳过渡。反观俄罗斯，威权色彩渐浓的转型体制带给西方国家颇多猜想和疑虑。俄罗斯的诸多国内问题，如艾滋病、人口危机和族群矛盾，也让美国观察家担心俄罗斯会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荷兰诺伯基金会（Noaber Foundation）在2007年年底发布的一份世界安全形势报告明确指出：“俄罗斯的软弱，而不是它的强大，才是西方担心它的原因。”
[14]



对比2005年前后的议题分布，华盛顿思想库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而对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在所有有关中国的会议中，经济议题的比重从11.9%升至18.9%，军事议题则从5.1%升至10.1%，同中国对美国在这两大领域的影响力扩大是一致的。尽管华盛顿思想库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比俄罗斯要少，但其比例也在增长，比如中国的宗教问题和人口问题就经常成为讨论话题。

表3—2　华盛顿思想库关于中俄两国的研讨会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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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美国民间和学界的对华印象

在分析了美国政界对华态度和关注点之后，本部分将审视该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和学术界的有关讨论。2008年2月，盖洛普公司（Gallup）对美国公众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请受访者选出他们心目中美国的最大敌人（greatest enemy）。结果显示，伊朗、伊拉克和中国位于前三名。14%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最大敌人，在几个大国中高居榜首；仅有2%的人选择了冷战宿敌俄罗斯。
[15]

 根据同一项民意调查的历年数据，2001年后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威胁程度略有下降，到2005年已跌至10%，2008年恢复到了“9·11”事件前14%的水平，而2012年已经升至23%
[16]

 ，仅次于伊朗（32%）。显然，随着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势头减缓，美国公众已经逐渐将戒心转移到了太平洋西岸。

2011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询问了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印象。调查发现，对于中国增长的经济实力，多数美国人（53%）抱有负面态度，少数（37%）持正面态度。
[17]

 接近八成（7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是件坏事。值得注意的是，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leading superpower），或者相信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考虑到统计误差，这与持相反观点的民众比例（45%）不相上下。

当然，中美关系的走势最终取决于两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尽管美国部分民众将中国视作一大威胁，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对华交往带来的好处。2010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进行了一项全美民意调查，结果发现约2/3的美国人相信中国进行着不公平的贸易；将近一半人认为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乐于同中国进行友好合作。
[18]



与此类似，当前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也普遍存在着对华焦虑和复杂心态。《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8年1月底刊出《别了，美国霸权》（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一文，作者卡南那（Parag Khanna）预测，世界将很快面对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强鼎立的格局，俄罗斯、日本等二级国家都需要在这三强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
[19]

 卡南那可能夸大了中国的海外形象，但中国的崛起趋势和美国的衰退苗头似乎已经成为华盛顿人的基本共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将中美两国视为主导21世纪的轴心关系。根据弗氏的分析，这两个国家“占据了世界13%的陆地面积，贡献了全球产出的1/3，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
[20]

 。他警告说，中国也许会摆脱美国的怀抱，谋求在世界其他地区施加影响，如将俄罗斯吸纳进入上海合作组织，或是在非洲获取机会。

就全球格局而言，美国战略家的对华政策大多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一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二是中国的威权体制稳定不变。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2006年发表了《中国的不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防务竞争，并有引发战争的机会”
[21]

 。而另一些美国学者则强调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对立。卡内基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8年4月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an）上刊出长文《历史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他批评中俄两国是威权体制的维护者和信奉者，强调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全球竞赛将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
[22]



一些了解中国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如傅高义（Zera Vogel）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人，看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美国对待中国就像对待欧盟和日本一样——战略上互信，军事上结盟，虽然经贸方面少不了摩擦。在自由派看来，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在美国人眼中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虽鼓吹民主和平论，但在中国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与新保守主义者的目标一致——两者只是在推进中国变革方面策略不同罢了。

一些美国战略家曾警告说，俄罗斯一旦复兴，就会像苏联那样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可由于俄罗斯多年的经济停滞、人口衰退和政治腐败，美国很少有人还将它视为头号战略对手。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有一个似乎令人可信的潜在敌人是中国，它在理论上仍奉行共产主义（即使在经济实践上并非如此），显然实行专政而不尊重政治自由、民主或人权，经济富有活力，公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持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其军界和另一些精英群体明显以美国为敌，凡此种种使它成为东亚崛起中的一霸。”
[23]



3.1.3　新环境下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建设要务

上文依次分析了美国政界、民众和学术界的对华印象。随着中国的发展，它在各个领域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加。中国渐渐摆脱了贫穷弱小的国家形象，而被美国视为成长中的超级大国，以及继俄罗斯之后与之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战略对手。

在客观层面，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尽管只有比例很小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地位的判断大体符合目前的国际形势。比如，中国的人口规模、核武器拥有量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身份都是其大国形象的标志，美国媒体和公众在这方面的认知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中国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贬低自己已经拥有的实力。在主观层面，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持有负面印象。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是件坏事。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对外说明。

今天，中国虽然被美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两国尽管在军事、人权、汇率、知识产权和产品安全等领域存在若干分歧和冲突，但在教育、贸易、金融、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依然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同时也需要美国的产品、技术和人才。中国若要在美国塑造良好形象，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对提高美国民众福利的贡献，另一方面也需要强调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和需要。

2011年，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又逢欧洲债务危机加剧，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则持续推动着全球增长。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劳动力市场整合。当前，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且经济增长不见起色的背景下，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就容易成为政客口中的替罪羊。然而，美国不少产业被转移到印度，而印度却被视为对美友好的盟友。这差异背后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西方对与自身制度有异的国家一直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但我们也可以通过诉诸国际传播以打消其疑虑，比如，全面介绍中国国情，更加积极地参与维和行动，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多影响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注释


[1]
 《国家主席胡锦涛8日同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通电话》，见http：//www.gov.cn/ldhd/2008-11/09/content_1143376.htm，2008-11-09。


[2]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见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2/13/content_24621666.htm，2012-02-13。）



[3]
 参见《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见新华网，2009-07-28。


[4]
 参见《外交部就美国与澳大利亚签驻军协议答问（实录》，见新浪网，2011-11-16。）



[5]
 参见《2010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见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23020，201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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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美对中国进口轮胎加征关税》，见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tyre_2009/index.shtml。


[8]
 U.S.Department of Finance，http：//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reports/fxreportfinalfor%20webapril152009.pdf.


[9]
 参见《美参议院投票通过旨在逼迫人民币升值汇率法案》，见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jj/20111012/065210604898.shtml，2011-10-12。


[10]
 See“Mitt Romney on China，”http：//www.thepoliticalguide.com/Profiles/Governor/Massachusetts/Mitt_Romney/Views/China/，2012-09-03.


[11]
 See Damian Grammaticas，“Obama to China：‘Act like a grown-up’，”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15718392，2011-11-14.


[12]
 See Alex Roarty，“Romney's Anti-China Rhetoric Raises Concerns，”http：//www.nationaljournal.com/2012-presidential-campaign/romney-s-anti-china-rhetoric-raises-concerns-20120220，2012-02-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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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r.Klaus Naumann，John Shalikashvili，Field Marshal，Jacques Lanxade，Henk van den Breemen，Benjamin Bilski，Douglas Murray，“Towards a Grand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World：Renewing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events/080110_grand_strategy.pdf.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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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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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田方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3.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就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而言，美国在把握、平衡和建设双方关系方面一直具有战略意识，而且推出了一系列对国际传播产生深刻影响的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议程设置”策略。

前文曾提及，议程设置策略的基本前提是“新闻媒体对于特定事件的报道能够影响并帮助塑造公众意识和引导辩论。议程设置的经典公式之一是尽管媒体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想，但是能够告诉我们想什么”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厘清并辨析美国主流媒体在解读中国形象时所采用的“议程”，对于我国国际传播战略定位，尤其是对中美交流的传播策略制定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就美国媒体的传统、优势和特征而言，电视传媒因其自身的独特性长期发挥着特殊作用。自1991年海湾战争（the Gulf War）以来，电视对于国际事件的塑造能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得到了普遍认可。正如著名传播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的，“电视不仅是‘展示（represent）’世界给我们，而且越来越定义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increasingly defines what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actually is）”
[2]

 。因此，在不同的媒介中，本章选择的主体研究对象是三家在美国乃至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电视台——CNN、福克斯新闻台和ABC，并对其对中国的报道进行分析。选取这三家电视台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其立场的差别。

总体上，本章选取的主要是三家电视台固定播出的国际新闻节目，分别是CNN的《世界报道》（World View）、《连接世界》（Connect the World）和《国际对话》（International Desk），福克斯新闻台的《福克斯周日新闻》（Fox News Sunday），ABC的《ABC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3.2.1　CNN《世界报道》、《连接世界》与《国际对话》

CNN的《世界报道》栏目创办于1987年，每天下午播出。该栏目旨在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了解全球的机会。《世界报道》汇集了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50家电视台的数千名记者，向观众报道全球见闻。作为CNN国际频道历史最长的栏目，20多年来，它共播出了4万多期，其报道对象几乎涉及世界各国。

CNN的《连接世界》栏目创办于2009年4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在北美地区播出。每期节目会邀请一位当红的公众人物（以明星居多）作为嘉宾，回答观众们事先提出的问题。《连接世界》的宗旨是带领观众走进头条新闻背后，解读一个个正在改变世界的故事。

CNN的《国际对话》栏目创办于2009年2月，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周六、周日上午10点到10点半在北美地区播出。《国际对话》的定位是讨论最新和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演播室，主持人会与嘉宾进行对话，目的是让观众第一时间了解最为权威的资讯和观点。

3.2.2　福克斯新闻台《福克斯周日新闻》

《福克斯周日新闻》曾由著名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主持，是一档新闻访谈节目，开播于1996年4月28日，播出时间是每周日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节目时长为一个小时。

节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上半程的内容是当日头条新闻，以及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本周新闻人物。在下半程，华莱士将与四位嘉宾就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讨论。

这四位嘉宾是固定的，分别是福克斯新闻台资深政治分析家布里特·休姆（Brit Hume）、《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记者马拉·里埃森（Mara Liasson）和胡安·威廉姆斯（Juan Williams）。此外，《标准周刊》的斯蒂芬·海耶斯（Stephen F.Hayes）和弗莱德·伯恩斯（Fred Barnes）、美联社白宫记者詹妮弗·罗文（Jennifer Loven）、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财富》华盛顿分社社长尼娜·伊斯顿（Nina Easton）、前国务院官员莉斯·切尼（Liz Cheney）、前克林顿参谋长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和前白宫发言人达娜·佩里诺（Dana Perino）等也不定期出现在节目中。
[3]



3.2.3　ABC《ABC世界新闻》

《ABC世界新闻》是ABC的旗舰新闻节目，播出时间是美国时间晚6点半到7点整。《ABC世界新闻》主要包括新闻导视（为30秒）、要闻报道（为10分钟左右，负责介绍时政新闻和突发性重大事件）、两段新闻专题（各为3分钟左右，通常是国际新闻或是国内时政新闻的延伸），最后一部分是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新闻专题。

《ABC世界新闻》自1983年由著名节目主持人皮特·詹宁斯（Peter Jennings）入主以来，在美国非常受欢迎，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丹·拉瑟（Dan Rather）主持的《晚间新闻》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布鲁考（Tom Brokaw）主持的《晚间新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该节目还曾多次成为全美收视排行榜冠军，被誉为“报道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最佳节目”。



注释


[1]
 Bob Franklin，Martin Hamer，Mark Hanna，Marie Kinsey Jone E.Richardson，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London，Sage，2005：12.


[2]
 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Cambridge，Polity，1988.


[3]
 See“Fox News Sunday，”http：//en.wikipedia.org/wiki/Fox_News_Sunday，2010-11-10.


3.3　美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就CNN、福克斯新闻台和ABC的对华报道基本立场而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发生的变化较为明显。总体的特点是表面上明显的攻击减少了，但议程设置的策略更为细致和复杂。

根据丹尼斯·麦奎尔（D.McQuail）的观点，评价形象塑造首先需要分析背景。在他看来，传媒制度（media institution）、传媒组织形式（media organization）和传播者（mass communicator）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1]



3.3.1　CNN、福克斯新闻台与ABC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

从传媒组织形式入手进行考量，可以发现CNN的立场偏左，福克斯新闻台的立场偏右。ABC作为一家以国内传播为重点的走本土化路线的电视台，其视角与前两家电视台相比，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因此有助于提升研究发现的完整性。

3.3.1.1　CNN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

CNN开播于1980年。从那时起，该台的立台优势与特色即被定位为“将前社会主义国家融入西方的‘沟壑（fold）’”
[2]

 。因此，CNN广泛宣传的成就主要是1993年协助俄罗斯的第一家私营电视台开播和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签订协议接受并有选择地发行其节目（selectively distributed its programmes）。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于美国其他主流电视媒体，CNN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度比较高，而且更重视与这些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

然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CNN却几次在若干重要事件中歪曲和丑化中国形象。2008年3月，CNN使用裁剪过的照片报道“西藏3·14事件”，后来甚至不惜使用“假新闻”进行报道。4月，CNN在转播北京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主持人卡弗蒂（Cafferty）讽刺中国，声称：“中国产品是垃圾……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
[3]

 事件发生后，CNN总裁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CNN对华报道立场呈现出一定改观。例如：在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报道中，CNN比较客观地总结了中国应该从这次灾难中汲取的教训，“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筑标准必须遵守”
[4]

 。该报道不同于西方媒体的惯常做法，没有一味地指责中国政府救人不力。5月16日，CNN播出了《中国地震灾区人民在痛苦中创造希望》（Rescues bring hope amid ruins），从正面的角度展示了灾区中国民众的坚强、乐观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很多美国观众深受感动，表示敬佩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也为地震受难者祈祷。
[5]

 2010年10月9日，CNN对中国家喻户晓的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冠军刘伟进行了专题报道，题目是《中国达人秀选手刘伟的断臂琴缘》（Double Amputee Liu Wei：Hear How His Footwork on the Keyboard is Moving Audience to Hear）。在CNN的镜头前，这是一位失去双臂却学会了用脚弹钢琴的自强青年。他阳光、开朗，而且时尚，体现了优秀中国青年的风采。这是一次情感真挚的报道，让美国观众领略了当下中国青年的风范。

在2012年十八大的报道中，CNN的报道角度呈现多元化态势，还就“中国是否会成为军事威胁”等热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整体上，CNN的立场是较为客观的，而且能够从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寻找答案，体现了一种尊重他者文化独立性与作用的文化态度。较有代表性的是CNN全文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上的发言，向美国民众传递了“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信息，发挥了国际媒体的积极作用。此外，CNN在对习近平总书记进行解读时，他的个人经历和与美国普通民众之间的友情成为切入点。在《习近平：从下乡知青到中国最高领导人》（Xi Jinping：From “Sent-down Youth”to China's Top）中，CNN回溯了习近平从下乡知识青年到一步步成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成长故事。
[6]

 在题为《中国的新任领导人把艾奥瓦铭记于心》（China's Next Leader Keeps Iowa Close to His Heart）的报道中，CNN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时期的生活，特别是与普通美国家庭结下的情义。
[7]

 与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中国国际传播主要媒体的十八大报道相比较，CNN的报道立场和风格与我国新闻媒体是较为契合的。以十八大前夕复杂而敏感的中美关系与亚洲地区局势为背景，CNN的对华态度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因此，该台能够成为我国分析美国主流媒体解读中国电视和中国国家形象在美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层面。

3.3.1.2　福克斯新闻台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

福克斯新闻台成立于1996年10月7日，隶属于澳大利亚裔传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是一家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2003年6月，福克斯新闻台已经在收视率上以二比一的优势战胜CNN。2008年，福克斯新闻台在美国的订户数高达8500万，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订阅并收看到它的节目。
[8]



一直以来，福克斯都不讳言自己的“极右路线（ultra-right）”。默多克一直推崇绝对的新闻自由和贸易自由，并批评政府的限制。虽然欧盟等都曾公开宣布要关注新闻集团等传媒巨头的垄断威胁，但是默多克所代表的国际媒体集团显然已经积累了足以影响政府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备了与政府相制衡的实力的前提下，新闻集团与政府的关系却发生着深刻变化，其根本趋势是谋求战略合作与互惠。在这方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与默多克的“默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1995年，时任工党（Labour Party）领袖的布莱尔远赴澳大利亚，参加新闻集团组织的会议。在解释此次“远行”时，分析者认为布莱尔考虑到1992年，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受到默多克旗下《太阳报》（The Sun）的攻击而造成工党在大选中失利，所以不希望继续与新闻集团交恶。对此，布莱尔对自己的发言人埃尔斯特·坎普贝尔（Alastair Campbell）解释说：“如果不赴约，就意味着对默多克说，随便你们怎么做，使出最坏的手段吧！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使出最坏的手段，情况的确很糟糕（not to go was to say carry on and do your worst，and we knew their worst was very bad indeed）。”
[9]

 后来，他对此行的目的补充解释：“显然，默多克是英国最有力量的报业巨头。然而，他的报纸却一直对工党心怀怨恨。这是邀请我们入虎穴，你必须赴约，你能拒绝吗（It seems obvious，he added in his book，A Journey.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newspaper proprietor，whose publications have hitherto been rancorous in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Labour party，invites us into the lion's den.You go，don't you）？”
[10]

 在澳大利亚时，布莱尔对时任澳大利亚首相的保罗·基廷（Paul Keating）说：“默多克是个杂种，可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Murdoch was a bastard，but one you could deal with）。”
[11]



分析新闻集团如何处理与英国政府的关系，有助于从一个国际视角厘清福克斯新闻台与白宫的关系原则。实际上，自“9·11”事件以来，福克斯新闻台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美国主义倾向。在之后的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中，福克斯新闻台坚定地支持白宫，进行“选择性报道（selective report）”，甚至前所未有地在重大事件上蓄意炮制虚假新闻，例如，报道2007年伊拉克数万人反美示威游行时，只使用了几个图像质量不高的镜头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卓越新闻项目（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发表的《美国新闻媒体2005年现状报告》（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5）指出：“福克斯新闻台是美国所有媒体中倾向性最明显的，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该台的正面报道是负面报道的两倍。”
[12]



从上述背景分析中，不难看出福克斯新闻台对华报道立场一定会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政府意志。自“9·11”事件以来，与白宫的密切配合成为福克斯新闻台定义的“爱国主义”。它公开申明：“我们不仅是记者，我们更是美国人（We are journalists，but we are also Americans）！”毫不避讳地将爱国主义凌驾于新闻原则之上。
[13]

 受此影响，该台在涉华报道中，经常会持负面态度。在中国西藏、人权和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福克斯新闻台总是指责中国，显示出了浓厚的鹰派色彩。此外，福克斯新闻台的著名主持人和记者也大多为美国右翼人士。以该台的招牌谈话节目《奥雷利实情》（The O'Reilly Factor）为例，节目主持人奥雷利“对中国极不友好，和中国有任何瓜葛的话题都要傲慢地批评一下”
[14]

 。

根据福克斯新闻台的这些特点，本章将其作为美国电视媒体对华报道的一极纳入，并进行分析。

3.3.1.3　ABC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

ABC创立于1943年，是美国传统三大广播电视公司之一。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广播电视领域，该台始终保有稳固的一席之地。2005年，该公司电视收视率占全美家庭的30.13%，电视收视率和广播收听率均列第二位。

就其对华报道立场而言，ABC作为以美国本土为目标市场的电视台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首先，长期以来，ABC对中国的关注比较有限。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ABC新闻的选题依次为：种族问题、社会正义、人权/自由问题、主权、恐怖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核武器扩散、东西方关系、经济改革、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民主改革等；报道的前13个国家依次为：南斯拉夫、俄罗斯、法国、英国、南非、德国、日本、以色列、芬兰、梵蒂冈、伊朗、菲律宾和苏联。
[15]

 此外，ABC并没有国际化战略，也没有明显的党派立场。该台新闻部的手册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我们新闻部工作人员负有维护报道公平、正确与不偏不倚的至高责任……我们在完整、公平与正确报道新闻时，除了大众利益之外，绝不可依靠任何其他利益。”
[16]

 但是，“9·11”事件使ABC的国际新闻报道观发生很大改变。调查显示，“9·11”后，由于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排在首位，因此ABC报道开始重点关注与美国关系比较紧张的国家，如伊拉克、阿富汗等。其中，ABC对中国的报道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ABC的对华报道没有咄咄逼人的态势，而且比较重视介绍中国文化或者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剖析中国问题。例如，ABC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制作的评价中国的新闻节目《从龙到熊猫：新的中国？》（From Dragon to Panda：a New China？）
[17]

 ，就显示出与其他美国电视媒体，尤其是CNN和福克斯新闻台不同的风格。

3.3.2　CNN、福克斯新闻台与ABC电视新闻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评价

根据拉斯韦尔（Harlod Lasswell）对国际新闻的分析方法
[18]

 ，PPPP本章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对三家电视台所选新闻栏目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中国电视国际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分析的切入点为关注点、倾向性和报道手法三个指标。

考虑到评价背景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本章选取了2010年前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10个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这10个事件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上海世博会”、汶川地震等“灾害性事件”、“军力报告”、“G20会议”、“十七届五中全会”、“谷歌事件”、“两岸ECFA”和“韩美军演”。

3.3.2.1　关注点分析

根据报道量统计（见表3—3），可以发现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性事件（573条），其次是中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而第三位则是亚洲的地区安全问题。

表3—3　　CNN、福克斯新闻台与ABC电视新闻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关注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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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一步分析三家电视台的具体报道量，可以发现ABC对中国的关注焦点主要是自然灾害（274条）、台海关系（48条）、与亚洲邻国的关系（25条）和能源问题（23条）。相反地，对于中国人普遍认为的国际热点或者影响中美关系的大事却并不相当重视。例如，“上海世博会”的报道量为11条，对“谷歌事件”的报道仅3条，对美国“军力报告”的报道仅3条。此外，ABC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报道也比较有限。例如，对“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报道仅3条，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报道仅1条。可见，ABC向美国观众介绍的中国信息是比较有限的，这对于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发展帮助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中国在ABC的国际报道中并不受重视。根据新闻时间统计（seconds of news time），该台关注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新闻时长明显超过其他国家。而有关中国的新闻时长则与南非、瑞士甚至巴基斯坦等国家大体相当。这与20世纪70年代（1972—1976年）的一项同类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过去的30年里，ABC作为美国电视“三巨头（big three）”之一，在其为美国人民展示的世界地图中，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因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而产生实质性改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通过对比，CNN对中国的关注度明显较高，说明它确实将该台的优势定位为美国公众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就关注点而言，CNN聚焦最多的是中国的两次“灾害性事件”（299条），其次是“中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27条）和“军力报告”（25条）。值得注意的是，CNN并不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以该事件为主题的新闻只有3条，但在2012年的十八大报道中有了较为显著的转变。总体上，CNN对中国的关注相对更加全面，对美国公众了解中国有一定帮助。

就福克斯新闻台而言，该台对中国的关注非常有限，甚至会出现“盲点”。例如，该台没有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灾害性事件”进行专题报道。此外，有关2010年的“军力报告”和“两岸ECFA”只是在对其他事件的报道中有所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公众几乎难以从福克斯新闻台了解到中国和中国人民。

综上所述，美国主流电视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焦点仍然以“突发事件”为主，特别是“坏消息（bad news）”。这个研究结论的意义在于发现了中国国家形象在美传播遇到的主要瓶颈是，虽然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美国的关注，但是就媒体而言，其对华的报道原则并没有重大转变，仍然与20世纪70年代一致。
[19]

 此外，针对美国民众的电视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仍然比较有限，而且立场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可见，单纯依靠CNN等走国际传播路线的美国电视媒体，中国的国家形象展示难以真正走入美国普通家庭。

3.3.2.2　倾向性分析

从报道立场来看，三家电视台的总体倾向性（见表3—4）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舆论战略意味。对于中国的最为正面的报道集中于“灾害性事件”，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报道的传统新闻价值观一致。对于中国批评最强烈的是能源环境问题和东亚安全问题，这与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志匹配。此外，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件，如“上海世博会”等持基本肯定态度，而对于“十七届五中全会”等中国政治性事件则表示审慎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三家电视台在对中共十八大的报道中，倾向性出现了转变，视角变得相对立体和丰富了。

表3—4　　CNN、福克斯新闻台与ABC电视新闻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倾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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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三家电视台对华的倾向性可以发现，ABC在解读中国国家形象时主要体现出以下特征（见表3—5）。

表3—5　　ABC电视新闻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倾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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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对于中国政府就“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开展的救灾工作持肯定态度。在274条报道中，对中国政府提出表扬的有272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文化自身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国家形象中最为关切的是能源环境，以及中国在2010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在“中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的新闻报道中，否定立场超过了肯定立场。在“G20会议”的报道中，对中国在解决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完全持否定立场。

在对“十七届五中全会”进行报道时，ABC在3条消息中，有2条对中国取得的成绩持批评态度。此外，在“韩美军演”的25条报道中，对中国进行批评的有22条，高调支持美国政府。在3条有关于“谷歌事件”的报道中，基本还是对中国政府的“网络监督”政策提出批评，认为限制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在对待台湾地区问题上，ABC是支持两岸贸易合作的。在对“两岸ECFA”的报道中，16条正面的新闻都是针对经济效益的，而8条持否定态度的则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大陆不够民主、贸易竞争不够公平和透明等。

就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倾向性而言，CNN与ABC一样，充分肯定中国政府的救灾工作，299条报道全部都是正面的，但是对于中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表示严重关切（见表3—6）。

表3—6　　CNN电视新闻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倾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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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韩美军演”的报道中，CNN支持白宫的决策，暗示如果美国不积极帮助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那么它们就无法与中国抗衡，国家安全会受到影响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2010年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CNN提出了批评，认为“纵观全文长达83页的报告，与往年相比，新内容并不多”，而且“总体内容与往年相比依旧换汤不换药”。此外，CNN在关于“军力报告”的报道中，肯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领域做出的贡献，称赞解放军在维和、人道援助、救灾，以及打击海盗活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福克斯新闻台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倾向性（见表3—7）的突出特点如下。

表3—7　　福克斯新闻台电视新闻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倾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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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该台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强于CNN和ABC。对于中国的能源环境、政党制度、网络自由和在东亚地区的作用等问题，福克斯新闻台的“负面立场”几乎是压倒性地超过了“正面立场”。在对“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报道中，美国人民无法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在“韩美军演”中，中国几乎成为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安全的威胁。需要指出的是，在本项统计中，“中性”指的是福克斯新闻台没有发表立场，只公布了一些统计数字。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该台的报道在多数情况下属于选择性报道。以“中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的报道为例：福克斯新闻台援引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数据，指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能源消费大国”，但却刻意忽略了IEA同时公布的中美人均能源消费数据。然而，该统计数据显示的是尽管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但人均能源消费仅为1.69吨油当量，不足美国人均消费（6.95吨油当量）的1/4。

通过分析CNN、福克斯新闻台与ABC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倾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原则上看，美国主流媒体与白宫的对华政策是契合的。对于新环境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来说，在能源问题和中国的亚洲政策上将面临艰巨的传播任务。相比较而言，人权问题、中国政党制度和台海关系等传统上的美国对华遏制焦点却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反映了中国近年来的切实努力不仅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让美国政府与媒体不得不调整既有的传播策略。

3.3.2.3　报道手法分析

众所周知，美国媒体的传播策略是极为丰富的。其中，在形式上秉承新闻专业精神，而在传播效果上体现议程设置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因此，对于CNN、福克斯新闻台和ABC的报道手法分析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shape）策略。通过内容分析，本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3.3.2.3.1　议程选择采访对象

新闻客观性原则主张媒体应当“只报道事实，不报道观点（the separation of facts and opinion）”
[20]

 。因此，受访对象的观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通过对CNN、福克斯新闻台和ABC的报道手法分析可知，它们在展示中国国家形象时，在很多情况下是议程选择式地（agenda-selecting）挑选采访对象。在“G20会议”报道中，ABC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值得一提的是，ABC在对这个专业性相对较强的话题进行采访时，被采访对象却多为普通美国民众。客观而言，社会学早已对民调（poll/survey）中应注重的问题进行过总结，其中之一就是要尽量规避“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也就是说，受众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对专业性话题长期关注并积累相应知识以做出科学判断。对此，研究者和机构在衡量“民意”时需要注意。然而，ABC在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政策等专业性问题进行报道时，选择的不是专业人士，而是普通民众。显然，这不利于美国公众了解和客观评价中国在2010年金融危机中的立场与作用。然而，在对“谷歌事件”进行报道时，ABC的主要采访对象是国会听证会参加者、白宫发言人，以及谷歌的发言人等。毫无疑问，这些受访者无一例外地对中国提出了批评。

3.3.2.3.2　新闻原则——矛盾框架

CNN、福克斯新闻台、ABC在解读中国国家形象时，所依据的新闻原则基本为“矛盾框架（conflict frame）”，即在报道中强调的是双方的对立性而不是共性，以此引发公众的担忧乃至不满情绪。由于采用了这种框架，美国电视媒体在采集、传递和解释关于中国的信息时，没有充分尊重报道平衡性原则（a balanced account of a debate）。以关于中国能源问题的报道为例（见表3—8）：

表3—8　　“中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信息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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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可以发现，在信息源（news source）方面，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却没有机会发出声音。代表着西方国家利益的IEA等机构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话语权，而中国的回应、中国的诸多努力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却没有能够传递给美国民众。

3.3.2.3.3　文化态度规避性强

根据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观点，“文化规避性（cultural avoidance）是指本体对于他者文化表现出较强的戒备与防范心理……倾向于从自身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出发，解释他者文化。对于他者文化的传播采取遏制态度”
[21]

 。在20世纪80年代，霍夫斯泰德的国际实证调研结果显示美国文化态度的规避性较强，超过了中国。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要优于美国。

虽然距霍夫斯泰德的实证研究已经过去了30余年，但是美国媒体在诠释中国国家形象时，仍然显现出较强的规避心态。

在对“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中，ABC援引2010年4月25日美联社的报道，称“在上海世博会的中心，朱红色的、皇冠样的中国馆赫然耸立，凌驾于其他馆之上，在外观上体现了国家的自豪和日渐增长的实力”。此外，ABC也在报道中间接传递了对中国崛起存在的芥蒂。例如，在2010年5月4日的报道中，ABC指出：“世博会看起来好像注入类固醇的迪斯尼‘未来世界’。它花费了中国人5800万美元……上海世博会跃跃欲试，表现了中国要将其打造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世博会的决心。”

在对“中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进行报道时，CNN的画面是中国浓烟弥漫的工厂、拥堵不堪的立交桥和公路，然后就是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等。对于这些中国文化符号的选择反映出美国媒体仍然存留的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中国发展的复杂心态。

对中国政治理念基本持批评立场的福克斯新闻台在解释中国话题时，甚至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于孔子思想。

综上所述，美国主流媒体在诠释中国形象时，依据既定的对华再平衡战略（rebalancing strategy），在报道技巧与手法方面进行了很多设计。其基本方针是尊重形式上的新闻客观性原则，但是通过议程编辑（agenda-editing）和选择（agenda-cutting）引导对中国形象存疑、感到陌生和担忧的公众意识（public awareness），为白宫的亚洲战略营造舆论支持。



注释


[1]
 See Denis McQuail，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 （2ndEdition，London，Sage，1991：138-139.）



[2]
 Daya Kishan Thussu，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Continuity and Chang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56.


[3]
 转引自《外交部：中方强烈谴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言论》，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4/16/content_7985308.htm，2008-04-16。）



[4]
 AFP，“Thousands Protest Anti-China Remarks Outside CNN：Police，”CNN News，PPPP2008-04-19.


[5]
 See CBS，“SoCal Protest Slams CNN For McCafferty China Slurs，”CNN News，PPPP2008-04-19.


[6]
 See Elizabeth Yuan，“Xi Jinping：From ‘Sent-down Youth’to China's Top，”CNN News，2012-11-09.


[7]
 See Moni Basu，“China's Next Leader Keeps Iowa Close to His Heart，”CNN News，2012-11-09.


[8]
 参见王菊芳：《福克斯新闻频道缘何迅速崛起》，载《电视研究》，2008（9）。



[9]
 Dan Sabbagh，“How Tony Blair was Taken into the Murdoch Family Fold，”Guardian，2011-09-05.


[10]
 Dan Sabbagh，“How Tony Blair was Taken into the Murdoch Family Fold，”Guardian，2011-09-05.


[11]
 Dan Sabbagh，“How Tony Blair was Taken into the Murdoch Family Fold，”Guardian，2011-09-05.


[12]
 转引自王菊芳、余万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崛起与美国保守主义》，载《美国研究》，2008（4）。



[13]
 参见毕竟、范旭：《从福克斯现象看美国的媒体偏见》，载《传媒》，2005（5）。）



[14]
 《美福克斯电台主持人支反华损招　叫嚣让中国丢脸》，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4/17/content_7994617.htm，2008-04-17。


[15]
 参见周涛：《美国广播公司（ABC晚间新闻节目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6]
 转引自王纬主编：《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美国电视新闻节目》，191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7]
 Jo Ling Kent，“From Dragon to Panda：a New China？”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eather/story？id=4986396，2008-06-03.


[18]
 H.D.Lasswell，D.Lerner，I.S.Poo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ymbols，Stanford，Calif.，Stanford Press，1952.


[19]
 See J.V.Vilanilam，“Foreign Policy as a Dominant Factor in Foreign News Selection and Presentation：Case Study of Two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Distant Press Systems of the World，”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32，1983：76，81.


[20]
 Brian McNair，Sociology of Journal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88.


[21]
 Geert Hofstede，“Cultural Dimensions I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1，1984：81[CD*2]99.


3.4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美国传播策略分析

本章以新国际环境下的中美关系为背景，分析美国主流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特征及其采用的策略，最终目的是明确并提出中国电视传媒对美传播策略。

3.4.1　重视“中国人”的形象展示

国民形象是美国媒体一直关注的重点，这也符合美国文化精神。因此，在诠释中国的国家形象时，中国人的形象成为主要载体。

以CNN的“上海世博会”报道为例，正面报道主要是客观展示中国人民“为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其负面报道则聚焦于“成千上万人冲向场馆”、“冲向沙特馆”、“破坏珍贵展品”、“窃取纪念品”、“小贩兜售轮椅”等画面。CNN记者艾米丽（Emily）对现场等候的参观者进行了采访，反映了参观者对于等候过久和组织无序等情况的抱怨。CNN对于中国人在世博园内乱扔垃圾、坐卧休息，甚至随地大小便等也进行了报道。此外，CNN关注的“世博会”背后的“严肃话题”则是对由于建馆需要而被迫搬迁的居民进行采访，画面中，当地居民满怀愤懑；某些单位为了完成组织上提出的“要让参观人数超过日本”，而强迫员工去看世博会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揭示中国国家形象是西方主流媒体普遍采用的策略。2008年，CNN在对“中国南方雪灾”进行报道时，称中国人都是软弱（weak）的，面对灾难时泪如雨下、不知所措，乞求救助而不是自助。但在2010年的报道中，中国人变得有力量了，也更加独立（independent）了。他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表现出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团结互助的精神，而且没有渴求别人怜悯。这种态度也反映在2010年CNN对“大连油管漏油”事件的报道上。当BBC的镜头展示的是苦恼的、无助的和“有理无处说，有理也说不清”的当地受灾群众时，CNN对准的是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中国政府和人民。

由此可见，中国电视媒体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时，需要注意将焦点对准事件中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中国电视媒体在强调政治和经济等“硬话题”时，较少与中国百姓的生活相联系。这不利于拉近中美人民之间的距离。对此，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麦道伟（Mark McDowell）先生指出：“当我看到中国电视上的中国人在讨论体育、娱乐、购物等信息时，我会觉得：哦，中国人的生活跟我一样，跟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样。”
[1]

 北京电视台张亮副总编辑指出：“客观、温和、鲜活地描述中国是拉近与其他国家人民距离的有效途径。北京电视台‘环球春晚’之所以受到在京外国人的欢迎，是因为晚会像个大party，让世界各国的人民与中国人民一同快乐地庆祝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2]

 总之，中国人的态度与范式（norm）是美国受众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如果“中国故事”里面缺少了中国人的故事，那么荧屏上的中国国家形象就难以变得鲜活、生动，而且也没有给美国观众提供理解中国的“抓手”。

3.4.2　重视非官方的交流途径

中美文化差异性很大。在评价媒体的客观性方面，美国民众的文化传统是对于政府资助的媒体（state-owned）怀有质疑。对此，美国问题研究专家滑明达教授指出：“事实上，这不是对中国的双重标准。如果在美国，政府投资了一个电视台，民众也会质疑该台的新闻立场。”
[3]

 这说明中国电视传媒如果过于倚重官方途径和资源，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有时甚至会起反作用。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拓宽现有的交流渠道。接受专访的专家都赞同中美交流要多走“民间道路”，重视“公共外交”途径。在美国，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组织，其中有很多也是由政府支持的。对此，美国人是认可的。中国电视行业可以积极发展行业协会等各类型组织，通过它们与美国相应的协会加强联系，让不同领域逐渐看到“神秘”中国的真实样貌。

事实上，中国电视媒体通过非官方色彩的合作来传递中国信息已经得到很多肯定。以中澳电视媒体的合作为例，据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AFC）统计，“上海电视台经营的两个电视频道中，40%到50%的节目是从国外进口的，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和香港。其中，用于购买电视剧的费用是30万美元。1991年，该电视台在中国—昆士兰友好协会的帮助下，在澳制作播出了为期一周的电视节目。通过此次合作，澳大利亚认为上海电视台等中国电视媒体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4]

 。

3.4.3　重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早在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就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information）”和“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等理论，指出：“传播分为两个阶段——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信息从媒体上传播出去，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关注此事且具备相关知识的人，他们是意见领袖。这些人在对上述信息进行分析后，会把自己的判断传递给周围的人。而真正影响受众的恰恰是这些意见领袖。”
[5]



长期以来，中国电视传媒在国际传播中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些意见领袖的作用。据调研，我国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数据库可以体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著名的意见领袖统计。因此，这些意见领袖即便立场客观，在行业内具备国际影响力，而且愿意了解和介绍中国，我们也不清楚、不知道，从而失去了传播良机。以2010年备受瞩目的中国能源问题为例，当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等多档新闻中，只能通过中国领导和专家回应西方媒体对华的有失公允的批评时，加拿大著名能源经济学家、G8能源行业咨询顾问彼得·特扎安（Peter Tertzakian）先生在2010年9月访问了盘锦和深圳的比亚迪（BYD）汽车公司。他亲眼见证了中国在能源改造和使用电力等新能源发展新型汽车方面所作的努力。回国后，他在《卡尔加里先驱报》（Calgory Harold）自己的专栏撰文介绍了情况，并于11月做了以中国能源发展为主题的报告，支持不要从政治角度演绎中国能源问题。由于他在能源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和西方人的身份，他介绍的中国不仅是西方人能听得懂的中国，也相对更容易得到西方人的信任。对此，特扎安先生指出，像他这样的专家不是政客，他们必须客观，而这也是行业对专家的基本要求，因此，他们在介绍中国时唯一的立场是事实。
[6]

 首席经济学家彼得·特扎安先生的访谈，2011-01-10。）

总之，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美关系经历了新一轮深刻变化。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亚洲战略已显示出现阶段在面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时，美国会更多地采取制衡与遏制方针。因此，美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误读。与此同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加需要解决好国家发展中面临的新要务之一——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就重要性而言，两国的力量结构和战略地位决定了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影响着21世纪的世界格局”
[7]

 。



注释


[1]
 来自刘琛对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麦道伟先生的访谈，2010-09-10。


[2]
 来自刘琛对北京电视台张亮副总编辑的访谈，2012-04-10。


[3]
 来自刘琛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滑明达教授的访谈，2010-09-10。


[4]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South East Asian Television Study，Sydney，AFC，1994：29.


[5]
 Paul Lazarsfeld，Bernard Berelson，Hazel Gaudet，The People's Choice：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3rd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6]
 来自刘琛对加拿大亚克金融公司（ARC Financial Corp.


[7]
 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09（4）。



第四章　英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苏曼*
[22]



4.1　新环境下中英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2012年3月13日是中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经历过动荡、面临过艰难与挑战的中英关系逐渐朝着积极稳定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英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英两国解决了香港问题，扫清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建立了总理年度会晤、经财对话等机制，两国关系正日益走向成熟、健康、稳定。然而，以“中国的海外形象”为核心的调查表明，超过三成的英国受访者表示中国给他们的感觉是“神秘的”
[1]

 。这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提出了挑战和考验。两国媒体如何影响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如何更好地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作为主流媒体，中国电视发挥对外传播作用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和解决。

4.1.1　高层交流频繁的伙伴关系

2008年1月18日至20日，英国首相詹姆斯·戈登·布朗（James Gordon Brown）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次中英领导人会晤为深化两国关系开拓了新的前景。访华前夕，布朗在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的采访时说：“我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中英贸易额将增长50%。同时，我也坚信，通过一段时间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之后，英国将会增加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两国关系将在未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访华期间，布朗进一步强调，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和“科学发展观”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全球化进程。
[3]

 可见，布朗政府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而且，这届政府将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合作，并当做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4]



布朗政府奉行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在多个领域与中国落实合作并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2008年，布朗政府增加了“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的中国学生奖学金名额。

2009年1月，英国政府出台了《英中合作框架》（The UK and China：a Framework for Engagement）的战略性文件，将与中国建立全面持久的伙伴关系列为未来几年政府工作的重点。英国成为首个发表对华战略文件的西方大国。
[5]

 1月31日至2月2日，温家宝对英进行正式访问。随后，中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欢迎两国关系的强劲发展。
[6]

 4月1日至2日，胡锦涛应邀出席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并与首相布朗、王储查尔斯（Prince Charles）举行双边会见，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发展中英关系达成广泛共识。5月8日至13日，王岐山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第二次中英财金对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达成20多项成果。
[7]

 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积极评价了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等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并强调了中英两国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2010年5月11日，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接任首相职务，组建了新一届政府。11月，卡梅伦率领由财政、商务、能源、教育4位内阁大臣以及约50位工商界资深领袖组成的访华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Sebastian Wood）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卡梅伦率领如此庞大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新形势下的英中关系而言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体现了英国新政府对中国的高度重视。
[9]

 另一方面，这次访问重在促进商贸合作。可见，卡梅伦政府致力于在世界舞台上为英国企业寻找商业契机，主要与新兴国建立关系以寻求突破。
[10]



在卡梅伦访华期间，中英双方签订了大量涉及商务、金融、科技研发、能源与低碳、国际发展以及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这反映了中英关系的广阔前景，也为未来几年英国联合政府和中国打好交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1年1月，李克强对英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是英国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英，对推动中英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更具重要意义。
[11]

 同时，这揭开了2011年两国高层互动的序幕。

2012年又值中英建交40周年。对于中英关系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News China）专访时表示，中英关系已经开始从稳步发展转向强劲发展，并将在不远的将来有个质的飞跃。
[12]

 不言而喻，中英双边关系的良好态势有赖于两国高层的频繁互访和各领域的密切合作。因此，双方应该深化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4.1.2　英国公众眼中的中国

关于“中国是否重要”的话题在英国民众中引发了众多争辩和论证。1999年，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中国重要吗？》（Does China Matter？）一文中，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分析了中国国力，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
[13]

 2004年，英国著名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编写了《中国重要吗？——一个重要评价》（Does China Matter？—A Reassessment）一书，综合中国及国际社会新的发展，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西格尔的命题。2008年1月2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题为《超级大国》（The Superpower）的文章。该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过去1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其影响超过“9·11”事件。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是机会还是挑战？就中英两国来说，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影响着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正如中国学者段鹏所言，一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不是由它怎样看待和对待世界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它决定的。
[14]

 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扩大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同时也会助长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大。也就是说，一国在他国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决定着该国的国际威望及权利大小。一般来说，一国民众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认识他国：一是大众媒介；二是来自政治领袖、经济界和科教界等精英的舆论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经由国际舆论调查而呈现出的国家形象本身也是一种舆论。而且，国际舆论调查更具科学性和普遍性，在反映各国公众的态度与意见方面更具可信度。
[15]

 民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舆论调查手段，对国家形象构建以及自我认知的影响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自2005年起，BBC的世界广播服务部门委托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和加拿大著名的民调公司“全球扫描（GlobalScan）”针对国家认可度和影响力进行了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2008年至2012年，英国公众对于中国影响力的看法（Views of China's Influence）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图4—1所示。

[image: 17]


图4—1　2008—2012年英国公众对于中国影响力的看法调查表

BBC所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最受欢迎国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为全球第五大最受欢迎国家。
[16]

 在英国，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同样大幅提升，支持率从38％上升到57％。然而，2013年，英国受访者对于中国形象的积极评价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仅为37%；相反，负面评价上涨了13个百分点，达到了50%。
[17]

 显而易见，英国民众对于中国形象的构建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特征。

4.1.3　新环境下中国在英国的国家形象建设要务

正如美国新闻学者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18]

 。一定程度上，“国家形象”是某个国家在他国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具体来说，中国在英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英国媒体试图塑造的中国形象。

鉴于部分英国民众对中国感到神秘，部分民众处在构建中国形象的波动性状态下，中国在英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不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也更具迫切性。

首先，对于我国媒体来说，最为艰巨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了解英国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利用英国主流媒体，以建立与英国媒介记者、传播媒体的联系制度，并加强沟通、增强与他们的交流互动。
[19]



其次，在于解密中国。大国博弈已经由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向核心价值和文化博弈的方向转变。这就意味着谁占领了道德和文明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20]

 从历史层面来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给中国的璀璨文化蒙上了一层纱。撒切尔夫人曾指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利，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具有的国际感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21]

 可见，构建中国国家形象需要从文化之根，即哲学思想体系来重整中华文化。对英国进行文化输出和交流的重点应该体现出孕育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容。



注释


[1]
 《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见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5177，2012-12-12。


[2]
 转引自《布朗大打“经济牌”》，见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20/18041946115.shtml，2008-01-20。


[3]
 参见赵怀普：《关于英国对华外交的几点思考》，载《国际展望》，2010（1）。



[4]
 参见《访谈：专访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1/18/content_7444257.htm，2008-01-18。


[5]
 参见《国家介绍—英国—外交》，见http：//www.001uk.net/zt/about_uk/wjiao.html。


[6]
 参见《温家宝：中英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见http：//news.sina.com.cn/c/2009-02-03/053817137611.shtml，2009-02-03。


[7]
 参见《中国同英国的关系》，见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2010-11/08/content_21296892.htm，2010-11-08。


[8]
 参见《王岐山称，中英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见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5-12/1687041.shtml，2009-05-12。


[9]
 参见《卡梅伦中国首秀在即　英国期待商业大单　随团访华的英国工商界》，见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105/07168904268.shtml，2010-11-05。


[10]
 参见曾飚：《英国外交转型和中英关系》，载《南风窗》，2010（25）。



[11]
 参见《驻英国大使就李克强访英接受英主流媒体联合采访》，见http：//www.gov.cn/gzdt/2011-01/07/content_1779879.htm，2011-01-07。


[12]
 参见韩曼曼：《中英关系“全速前进”——专访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9）。



[13]
 参见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1）。



[14]
 参见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15]
 参见马凌、李昱佳：《2009年全球舆论调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3）。）



[16]
 参见《“全球最受欢迎国家排名”出炉：中国列第五》，见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05/21/009267073.shtml，2012-05-21。


[17]
 BBC World Service，“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Slide While UK's Ratings Climb：Global Poll，”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3_country_ratings/2013_country_rating_poll_bbc_globescan.pdf，2013-05-22.


[18]
 转引自杨雨竹：《黑龙江大学校庆报道中的议程模式》，载《新闻传播》，2012（3）。



[19]
 参见张殿军：《试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战略构建》，载《中国城市经济》，2011（8）。



[20]
 参见刘效仁：《崛起的大国不能没有哲学、哲学家》，载《出版参考：新阅读》，2007（3）。



[21]
 转引自公方彬：《精神崛起的深层意蕴》，见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310/t20131012_278285.htm，2013-10-12。


[22]
 苏曼，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


4.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传播学研究表明，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因此，在针对英国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中，分析英国媒体报道是必然的。

传媒业在英国相当发达，总体来说全国共有3家通讯社、4家广播电视公司、1400余种报纸、7000余种杂志以及2400家出版社。本章根据媒体类型、关注国际关系、发行量和受众面等几方面的因素，选定《卫报》和BBC为研究样本，以了解英国主流媒体所反映出的世界观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4.2.1　《卫报》

《卫报》是英国全国性的综合性日报。该报于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原名《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1959年更名为《卫报》，成为英国第二大严肃报纸，与《泰晤士报》（The Times）和《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齐名。该报总部于1964年迁至首都伦敦。一般公众视《卫报》的政治观点为中间偏左，《卫报》受到重视的领域包括世界主义观点、文艺报道、评论和外国通讯。

《卫报》有重视评论的传统，且非常重视国际新闻，其读者多为政界人士和各界精英。目前，该报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专门从事互联网内容的建设与营销，其网站是一家全球性媒体。它有众多记者和庞大的通讯网，对亚非地区报道较多，辟有“第三世界”专栏。2009年，该报和中国社区翻译网站译言网合作，正式推出了《卫报》中文版，从农民工、商人、博主以及官员等多个视角来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除了中文版，《卫报》还推出了专题报道《十字路口的中国》（China at the crossroads）。

4.2.2　BBC

BBC是马可尼公司（Marconi）在1922年10月联合其他5家无线电企业所组建的民营广播公司。公司初创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广播传输网络，为以后的全国广播提供便利。该公司于1927年元旦改组为公营广播公司，从此，英国进入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时代。新的公司拥有在全国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垄断权。到2000年，英国95%以上的用户使用彩色电视机，BBC从此进入了主导英国广播电视业时期。

同时，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办世界电视台新闻频道BBC World 和娱乐频道BBC Prime为标志，BBC进入以电视节目向全球市场扩张的阶段。1991年10月，BBC开始以BBC全球新闻服务电视频道（BBC World Service Television）的名称向亚洲及中东播出电视节目。BBC参股香港卫视台，向亚洲国家全天候播出电视节目。2001年，BBC World完成全球覆盖。BBC World提供BBC高品质的新闻节目，经常播放一些在英国国内广受好评的纪录片等。

由BBC中文部运作的BBC中文网成立于2006年1月，主要报道和介绍有关英国教育、生活、娱乐、英超足球、英语教学以及留学的最新信息。该网站于2009年改名为BBC英伦网，其每月网页浏览量接近1亿。

互联网和手机作为媒体交互平台，推动着BBC受众向兼具视听众和网民等多种角色的混合型受众的方向转化。例如，从2008年到2009年，BBC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受众增加了29%。在非洲，有13%的尼日利亚人通过手机收听BBC调频广播节目，在该国拉各斯市，这个数字更高达23%。
[1]

 BBC不仅是一家在全球拥有高知名度的媒体，还提供书籍出版、报刊、英语教学、交响乐团和互联网新闻等各类服务。



注释


[1]
 参见刘燕南、谷征：《西方国际传播受众研究的历史与特点探析》，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1）。


4.3　英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每个国家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有突发事件，也有平常事件，有轰动的大事件，也有微末的小事件，但不论哪一类型的事件，都可能成为人们审视这个国家的载体，进而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家的形象。一国公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了解很大程度来自本国媒体对于对象国所发生种种事件的报道。因此，本章以英国《卫报》和BBC两家主流媒体为研究载体，以“5·12”汶川地震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例，从突发性危机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两个维度来了解英国媒体眼中的镜像中国以及中国电视宣传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及发展态势。

4.3.1　突发性危机事件——汶川地震报道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引起全世界关注。灾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灾区展开救援，并积极寻求国际力量的帮助。国内媒体也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新华社在地震后15分钟就发出了第一条英文快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随后开始播出24小时直播节目《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国内媒体赢得了报道的主动和先机，引导了国际舆论。海外媒体广泛采用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信号，CNN、BBC大部分引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相关国内媒体的报道。
[1]



全球各大媒体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此次地震中的受灾情况、救援情况等一系列跟进报道。从5月13日到6月13日期间，《卫报》对于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为消息34篇，评论9篇。据不完全统计，从5月12日到6月17日，BBC新闻网所发布的消息和评论达121条。这两家主流媒体在报道主体和叙事视角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主要围绕着灾情、救援、政府表现、学校坍塌等几个话题展开。相对来说，政府的透明度和在此灾难中的姿态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政府表现主要包括中国国内媒体表现、对内政策措施、领导人表现以及政府对外国际态度等。

举例来说，BBC在5月18日的评论中赞扬了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的抗震救灾策略，认为“中国对于这场导致数万人丧生的灾难性地震的迅速反应为政府赢得了一些非常需要的宣传效果”。《卫报》5月17日的报道《灾难面前，北京欢迎外国援助和搜救》（Beijing Open to Foreign Aid and Scrutiny in Wake of Tragedy）不仅对此次救灾信息的公开透明给予赞扬——“这一次，政府在伤亡人数上快速地提供信息，中国领导人也飞往地震重灾区”，同时肯定了中国灾区对于外国记者的开放——“西方记者在震中周围顺利通过警察的检查点，这与10年前长江洪水淹死数千中国居民时中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2]

 。此外，报道中还将中国总理描述为“英雄”——“总理温家宝，因为他在这场灾难中的即兴的、充满感情的作为，成为国家英雄（The prime minister，Wen Jiabao，has emerged as a national hero for his unscripted and emotional appearances amid the wreckage）”
[3]

 。

两家媒体的态度都以正面和中性为主，并对中国政府及媒体的表现给予积极评价。从报道内容上看，正面和中性报道主要集中在灾情、救援进展和政府表现等方面，焦点聚集在对人的关注上，如灾民、遇难者、救援人员和民众。负面报道主要针对政府对于校舍质量监察不力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如5月13日《卫报》所刊登的题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This is not a Natural Disaster-This is done by Humans）的报道，指责在校舍建造时建筑商偷工减料等。
[4]



概括来说，两家媒体从两个层面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一是中国政府的果决力和行动力，二是中国政府和媒体信息源的开放。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国际频道对地震进行长达数百小时的并机直播，这为国际电视媒体报道提供了重要新闻源。据不完全统计，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直播信号。
[5]



4.3.2　全球性社会公共事件——2010年上海世博会

上海世博会使中国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国家形象和实力的窗口，也是世界各国向中国展示自我形象的契机。正如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周庆安所言，“世博会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通过细节雕琢，来展示各国形象，尤其是东道国形象的一次盛会。这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二次创业’”
[6]

 。

作为“全球性媒介事件”，上海世博会具有公共事务性质，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一般来说，“即逝公众”不是围绕着“媒体”，而是围绕着“问题”形成的。
[7]

 因此，BBC和《卫报》两家主流媒体对于上海世博会的报道在报道量方面呈现出起始阶段高潮而中间低谷的报道走势，如图4—2所示。

[image: 18]


图4—2　BBC和《卫报》在世博会的报道情况

以“2010Shanghai expo”为关键词，在2010年3月1日到2010年10月30日期间两家媒体官方网站搜索出的相关报道为：BBC网站的新闻为16篇；《卫报》为9篇。需要指出的是，报道主要集中于世博会的开幕和启动阶段，对于该事件的全过程关注度较低。两家媒体主要根据“本国框架”和“中国世博框架”来报道中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集中突出了英国跨国公司与上海世博会的相关利益、上海世博会对于上海和中国发展的意义等。这些报道的关注点主要在本国视角。通过对两家媒体报道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上海世博会对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具有正面效应的结论。举例来说，开幕式时，BBC电视报道的标题是《上海世博会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新展示橱窗》（Shanghai Expo is China's New Showcase to the World），《卫报》的标题是《上海世博会点亮了城市》（Shanghai Expo 2010Opening Ceremony：Fireworks Light up the Sky）。
[8]

 再如，BBC在其官网上两次发布开幕式视频，并在文章中称这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承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
[9]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报道背后又隐含着针对世博会安保、居民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延续等方面的负面评价，如表4—1所示。

表4—1　两大媒体主要议题的负面倾向性

[image: 19]


两家媒体对于世博会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世博会过程中的人权保护、安保问题和城市建设等方面。这表明“他者”视角从负面解读中国，这也是“他者”对中国及中国问题缺乏了解和深度认知的表现。此外，有关世博会报道词频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两家媒体在高频词和关键词的使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见表4—2）。

表4—2　两家媒体世博会报道中的高频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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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说明《卫报》和BBC 在报道修辞手法及倾向性上具有迥异的特点，即《卫报》体现了作者观点和立场，如“浪费的（lavish）”等词暗示了中国的铺张浪费和华而不实，相对忽视了社会公众利益的存在。此类新闻报道具有一定的主观渗透性，会影响英国公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观建构。

在世博会期间，中国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而主动加强了国际舆论宣传引导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各英语电视频道对世博会进行了详尽、全面的报道，央视英语频道和上海外语频道都推出了类型多样的世博会特别节目。世博会开幕时，北京演播室邀请英国使馆政务参赞皮特·威尔逊（Peter Wilson）等作为嘉宾参与了直播。央视英语频道开设了两个日播新闻版块《世博天天看》和《今日世博会》，及时报道各个国家馆日、演出等活动，其中包括“馆长系列”和“我看世博”等栏目。英语频道的《海客谈》栏目聚焦于各场馆的精彩看点、世博给上海带来的影响及上海市民和外国游客对世博会的评价等。在英国的中国各驻英媒体，尤其是驻伦敦的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更是全面地关注并报道世博会。



注释


[1]
 参见《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报道四川汶川地震抗灾情况》，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5/14/content_8166932.htm，2008-05-14。


[2]
 转引自单波、刘学：《话语偏见与面子协商：关于汶川地震报导的跨文化分析》，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10）。



[3]
 Julian Borger，“Beijing Open to Foreign Aid and Scruting in Wake of Tragedy，”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may/17/chinaearthquake.china1，2008-05-17.


[4]
 参见《汶川地震成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西方媒体报道标题扫描》，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374do=blogid=25201，2008-05-14。


[5]
 参见《央视24小时持续报道灾情　揭秘直播幕后情况》，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5/16/content_8184673.htm，2008-05-16。


[6]
 周庆安：《上海世博：中国新起点　世界新期待》，载《科学中国人》，2010（7）。



[7]
 参见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50.html，2004-12-06。


[8]
 参见《上海世博会赢得世界喝彩　国外主流媒体突出报道》，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0-05/02/c_1269258.htm，2012-05-02。


[9]
 参见陈丽、李本乾：《西方媒体世博会新闻内容分析对我国大事件新闻报道的启示——CNN、BBC有关上海世博会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载《东南传播》，2011（4）。



4.4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英国传播策略分析

综上所述，汶川地震和上海世博会的个案分析表明：一个良好国家形象的构建需要将“自我”和“他者”的认知和解读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以“中国的海外形象”为主题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和报纸杂志，是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最主要的途径。有关结果如图4—3所示。

[image: 21]


图4—3　英国及其他海外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见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5177，2012-12-12。

4.4.1　突出以电视剧为主的文化产品

国家形象片、专题片、电视剧和纪录片是电视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首先，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从生活化视角多方位地展现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的完善和法制的健全，以及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电视剧通过一系列影像的表达，能够使观众形成对一个国家主体形象的认知，而且思想深刻的电视剧能够激起观众不断深化对国家形象的正面认识。反映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正是电视剧的优势所在。这不仅能减少宣传说教的色彩，更能在思想意识形态和心理上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及同化作用。然而，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力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内容和传播方式：第一，电视剧多反映历史题材，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康熙王朝》等。第二，将对内宣传的方式应用于对外传播上。在英国，对外传播的受众是英国人和海外同胞。如果简单地将国内的传播内容输出到国外，受众很难受到影响，更会出现不接受或误解的情况。这样，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题材的单一以及受众研究的薄弱势必成为中国电视剧走进英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电视剧应该针对英国观众的特点及文化思维模式，调查英国受众需求，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来创作电视剧和传播策略。

正如2011年4月BBC国际报道的总负责人彼特·霍罗克斯（Peter Horrocks）所指出的，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国家广播机构完全有能力在节目传送、受众覆盖范围上实现全球化，但在编辑理念上做得还不够。
[1]

 显而易见，中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介，需要从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和娱乐等多个层面，结合英国受众的文化及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报道英国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把“我们需要传播什么”和“英国受众需要了解什么”有机结合，以进行针对性传播，不仅要报道事件本身，更要在报道的过程中展开关联性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实现多元化。此外，更要关注节目的多元化。

4.4.2　重视电视品牌国际传播战略

中国电视走出去的宗旨是中国文化的输出和影响。如何将文化资源转换成文化资本？电视媒体如何维持住受众的注意力并对其产生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合作和竞争要求品牌理论和媒体产业的有机结合。品牌才是核心竞争力，品牌化是电视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电视品牌就是电视传媒中具有较稳定的品质、突出的特征、较强竞争力和较大影响力的电视节目、栏目、频道以及电视媒体整体，也可以延伸到电视媒体的经营者、生产者和创作者。
[2]

 在品牌传播的过程中，电视所提供的精神产品在受众心目中的品质评价以及受众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和深化的过程，品牌是受众在长期观赏中所形成的标志化影响。

由此可见，打造电视品牌是个长期过程，受地域、政治、语言、技术、受众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且，中国媒体品牌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受中国传媒业市场化进程的限制，缺乏长远的战略性规划以及对于受众的定位和多元市场细分。这是中国媒体构建国家形象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最大的挑战是，我国电视的对外传播尚未形成以汉语战略为基础的、具有中华文化核心内涵的统一的品牌形象。
[3]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电视台国际频道和互联网为主的对外视频传播体系。但是，相对来说，电视剧播出的频道和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中国电视品牌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肩负着国际传播任务，要将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阐明中国的立场视为己任。前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
[4]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国家形象要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不能简单地零散出击，而需要多种传播渠道和多元传播媒介全面深入地传播，使英国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国媒体所传达的中国信息和中国声音。



注释


[1]
 参见《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载《神州学人》，2012（1）。



[2]
 参见胡智锋：《电视品牌的特征及创建》，载《中国电视》，2003（9）。



[3]
 参见程曼丽：《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品牌战略》，载《电视研究》，2010（3）。



[4]
 转引自薄旭、董玉洁：《傅莹：当“软实力”遭遇“硬障碍”》，载《世界知识》，2010（4）。



第五章　法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陈俊侠*
[8]



伍昕瑶**
[9]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谈到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时候，这一历史性事件总是反复被人们提及。1964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Général de Gaulle）顶住美国的压力，力排众议与中国建交，使中法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均得到极大提升。此后数十年，中法关系一直被看成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范。温家宝曾指出，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第一个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第一个与中国互办“文化年”的国家。
[10]

 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中法关系的重要性和提升在法国民众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性。

5.1　新环境下中法关系的特点

纵观近20年的中法关系，当以2007年为界，2007年前两国关系不断升温，2007年后两国关系陡然恶化，迄今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状态，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概述和定位。

1993年，法国前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不顾中国严正警告，执意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导致中法关系一度跌到谷底。1993年至1995年，由于法国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社会矛盾加剧，密特朗所在的法国社会党在执政的道路上遭遇各种挫折，无暇对中国说三道四，两国关系缓慢升温。

1995年，法国传统右翼候选人、戴派传人希拉克（Jacques RenéChirac）当选法国总统，为中法关系持续升温打下基础。希拉克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也深知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因此从当政之初就大力推动中法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互动，两国关系在此后12年里（希拉克于2002年获得连任，但任期由7年改为5年）持续升温，最终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1]

 希拉克在任内曾4次访华，最后一次是2006年10月。
[2]

 在此期间，中法两国分别于1997年和2004年将双边关系定位为“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及“互信互利、成熟稳定、面向全球的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今，中法关系仍未突破这一高度。

2007年5月，与希拉克同属人民运动联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UMP）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法国总统，这成为中法关系近年来的一个拐点。萨科齐当选之初就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颇有微词，不久又在公开场合表示“可能抵制北京奥运会”，在西方国家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2008年年初，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受到“藏独”分子干扰，这与法国政府放松安全警戒有莫大的关系。
[3]

 萨科齐此后虽然改变立场，亲自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法关系似有转圜，但不久他又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接见了达赖，将两国关系拉到了冰点。

原本堪称典范的中法关系为何会在2007年之后突然走入低谷？学者张九童的解释堪称洞悉真谛：雄鸡是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它体现着自信、霸气和高傲，事实上，这恰恰彰显了法兰西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在法国外交上主要表现为：一是不论何时都勇于挑战强国、大国，捍卫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中法关系陷入僵局，也与法国“挑战大国”的心态密切相关。2008年，中国出色地完成了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的救灾工作，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实现了首次“太空行走”，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这抢了法国人的“风头”，在法国看来，中国凭借其出色的经济表现和硬实力，俨然成为世界竞技舞台上的“强者”，于是一向以挑战强国为荣的法兰西自然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二是“乐于”接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失意者。无论何种政治力量，只要提出流亡申请，就会被法国接纳。这实质上也是法国力图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因为在法国的政治家看来，这些流亡者可能就是明天的执政者，事实上这些“感恩”的流亡人士无论在台上还是离任，都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便成了法国外交谋略上的筹码。达赖就成了法国人手中“要挟”中国的筹码，中法关系恶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4]

 萨科齐执政后期，法国因欧债危机肆虐而不得不与中国交好，两国关系逐渐升温。

时至2012年，法国左翼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PS）候选人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当选法国总统，中法关系再次面临转变。历史上，法国右翼政府通常跟中国关系比较友好，而左翼政府则跟中国常有龃龉。例如，前左翼总统密特朗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前议会议长（现任外长）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曾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颇有微词，同为左派的巴黎市长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e）曾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

2012年6月18日至19日，胡锦涛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Los Cabos）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期间会晤了奥朗德。胡锦涛表示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奥朗德则表示法国高度重视法中关系，法国新一届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发展法中关系。
[5]

 两位领导人的表态，给中法关系再次定调。

2012年7月9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北京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举行会谈，就发展中法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杨洁篪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努力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政治上，应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战略互信。双方要积极探索经贸合作新领域和新方式，巩固核能、航空等传统领域合作，推进新能源、创意产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增领域合作，加强党际、立法机构、地方和青年交流。法比尤斯则表示，法国新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高水平稳定向前发展。法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对话，扩大各界交往，增进了解和互信。他说，法方愿同中方拓展核能、航空、农业、金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法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两国外长同意，共同搞好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6]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中方更看重两国的政治合作，而法方则更看重经济合作。

2013年4月25日至2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当选近1年后访华。此访有个重要意义：他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产生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元首。这显示了中法之间依然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同奥朗德的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法之间要做“优先战略合作伙伴”。在“战略合作伙伴”之外强调“优先”，可见中国对中法关系的重视。奥朗德也对习近平表示，法国致力于同中国加强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稳定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表述也凸显了中国在法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

5.2　新环境下中国在法国的国家形象建设要务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法国不得不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来看待，但因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法国也不可能把中国当知心朋友，这是中法关系的基本状况。

作为欧盟大国，法国一直以来都追求在国际上发挥大国作用，这是法国对外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而离开与中国的合作，法国绝无可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法两国在政治上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因为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两国在诸如利比亚、叙利亚、中国西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经济上，截至2008年，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四大累计实际投资来源国和第二大技术引进国。中国是法国第七大全球贸易伙伴和第一大亚洲贸易伙伴。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提振经济成为各国政府执政的第一要务，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率所做的贡献，进一步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成为法国政府的战略重点之一。

事实上，很多时候中法之间的经济合作也是政治合作。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为了促进法国的出口，也为了更好地引进法国先进的技术，每次中法最高领导人会晤的时候中国都会购买大批法国产品，比如总部设在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空客飞机，为法国关键部门的振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也成为法国政府的一大业绩。

即便如此，因为法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太高，法国对中国目前仍是进口多而出口少，资金输出多而输入少，企业外迁多而引入少，也就是说中国人赚法国人的钱比法国人赚中国人的钱多，而法国为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中国为法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多。这一状态导致法国觉得与中国做生意“亏了”，急于取得“经济再平衡”，这也是法国媒体经常用“显微镜”拿中国经济“开刀”的重要原因。法比尤斯访华极力强调经济合作，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再看种族融合。法国是欧洲华人华侨聚居最多的国家之一，按照有关方面的估计，目前旅法的华人华侨在60万人以上，占法国总人口的1％左右。
[7]

 据法国最大华人社团——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会长王加清和法国华商会会长卓旭光等侨领介绍，华侨华人虽然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不高，但却在法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掌握了法国一些低端制造业的命脉，法国中低档的服装、鞋帽、饰品、皮革制品行业掌握在华人手里，以出售食品为主的华人超市和中餐馆在法国也十分出名，法国很多进出口贸易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华人企业完成的。由此可见，华人华侨为活跃法国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华人华侨也逐渐融入法国社会，许多华人开始与法国原住民结婚，一些侨领则与法国政界高层保持着密切关系，如吴传华还在2012年代表法国前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竞选国会议员。这一切，都让法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文化上，中法两国都是世界上极具文化底蕴的国家，文化交流活动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在法王路易十六时期，中国的青花瓷是法国上流社会必备的“文化标签”，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许多文学巨匠如维克多·雨果都曾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自戴高乐以来的历任总统大多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情结。因此，法国社会熟悉和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不在少数，文化上的认同也使他们关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正是中法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奥朗德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表示，如果当选，将尽快安排访华。当然，奥朗德曾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重要顾问，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相对比较排斥中国的密特朗的影响，舆论普遍预计他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将很难超过希拉克。



注释


[1]
 中国前驻法大使赵进军在任内曾多次公开表示，中法关系在希拉克执政后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
 参见《法国总统希拉克抵京开始为期4天国事访问》，见http：//news.sina.com.cn/c/2006-10-25/152610323852s.shtml，2006-10-25。


[3]
 据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关系密切的一位华人朋友介绍，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得知“藏独”分子将用暴力方式干扰火炬传递，中国特派前驻法大使赵进军及时任驻法大使孔泉与萨科齐政府进行交涉，但萨科齐以火炬传递“是巴黎市政府的事”为由拒绝加强警戒，最终导致恶性干扰事件的发生。


[4]
 参见张九童：《当代中法关系论略》，载《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0（3）。


[5]
 参见《凝聚共识　提振信心　共促发展——外交部部长杨洁篪谈胡锦涛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成果》，见http：//www.gov.cn/jrzg/2012-06/20/content_2166395.htm，2012-06-20。


[6]
 参见《杨洁篪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举行会谈》，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7-09/4019541.shtml，2012-07-09。


[7]
 鉴于旅法华人华侨有不少是通过非法途径前往法国，很多人在法国属于“黑户”，因此法国政府无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多少华人华侨在法国生活、工作。根据中国驻法国使馆经商处的同志（要求不透露姓名透露，目前已经加入法国籍或在法国拥有长期居住证的华人华侨有30多万，而按照以往的经验，非法居住的华人华侨是合法居住者的一倍以上，因此可以断定旅法华人华侨总数至少有60万人。）



[8]
 陈俊侠，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曾多年常驻法国工作。


[9]
 伍昕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硕士生。


[10]
 参见《温家宝会见法国总统希拉克》，见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xlk/txt/2006-10/26/content_7280974.htm，2006-10-26。


5.3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5.3.1　《世界报》

《世界报》（Le Monde）是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也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受众面广，覆盖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国日均发售约40万份。
[1]

 该报创刊于1944年10月，前身为《时报》（Le Temps），在二战前曾是最著名的上层社会报纸之一。二战期间，法国贝当政府与纳粹政权合作，二战之后，法国新政府希望开办一份在国内外受到尊重的法国报纸，重塑法国的形象。法国著名抵抗运动记者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ery）在戴高乐的协助下接收了《时报》，联合30多名年轻记者创办了《世界报》。伯夫-梅里还为报纸定下四大原则：国际视野、保持质量、维护独立、信守承诺。
[2]



《世界报》内容全面，信息量大，侧重深层报道和评论及政要专访，措辞讲究。其国际时评言简意赅，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颇受各方关注。该报政治倾向为“中左”，在国际问题上反映法国政府立场。目前，《世界报》拥有超过200名编辑记者，并在全球十余个大城市派驻有记者。

《世界报》的网络版“Le Monde.fr”于1995年12月19日正式上线。作为《世界报》集团旗下的数字媒体平台，网络版已经逐渐成为法国信息类网站的领头羊。荷兰尼尔森媒介研究公司（Acnielsen）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1月间该网站的浏览量超过520万人次。
[3]



5.3.2　“24小时”电视台

创建于2006年12月的法国“24小时”电视台（France 24）是一个全天候24小时播报国际新闻的电视信息平台。自2008年起，由法国对外视听传播控股公司（Holding Audiovisuel Extérieur de la France，AEF）全资拥有。除每半小时滚动播出一次新闻外，“24小时”电视台还播出经济信息、体育信息、天气预报、社会论坛、法式生活艺术专栏、大型报道、人物特写以及每日文化播报。一直以来，该台力求通过法国多样化的视角，运用法国独特的灵敏洞察力，借助访谈、辩论等方式全面解析国际热点新闻。该台使用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海外受众面广阔，几乎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通过卫星、光缆或移动设备等收看到该台清晰且免费的电视节目。

“24小时”电视台总部现拥有一个约700人的庞大运行团队，其中包括210名技术人员、70名发行人员和广告团队，以及来自35个不同国家的420名经验丰富的双语编辑记者。此外，该台还在全球外派了1000多名通讯员。
[4]



2007年，在总统萨科齐的倡议下，法国政府对法国的对外视听传播系统进行了改革。2008年4月，AEF成立，标志着法国政府对该领域调整的开始。
[5]

 “24小时”电视台和另外两家法国主要对外视听媒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和法国电视五台（TV5MONDE）被合并到AEF旗下。伴随着2012年1月25日AEF《关于在运作中的政府职责和媒体责任的协议》的签订
[6]

 ，公众有理由相信，“24小时”电视台将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
 See “Le Monde.fr.Qui sommes nous ？”http：//www.lemonde.fr/qui-sommes-nous/article/2002/02/05/le-monde_261404_3386.html，2002-02-05.


[2]
 参见百度百科词条“世界报”，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44.htm。


[3]
 See“Le Monde.fr.Qui sommes nous ？”http：//www.lemonde.fr/qui-sommes-nous/article/2002/02/04/presentation_261391_3386.html，2002-02-04.


[4]
 See “propos de France 24：Une quipe Dédiée，”http：//www.france24.com/fr/a-propos-de-France-24.


[5]
 参见雷霏：《法国对外广播的改革与发展——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载《传媒》，2011（8）。


[6]
 See “propos de France 24：Une quipe Dédiée，”http：//www.france24.com/fr/a-propos-de-France-24.


5.4　法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5.4.1　《世界报》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笔者通过对2011年6—7月和2012年6—7月的《世界报》进行统计发现，该报平均每天刊登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育有关的新闻1.5条，再加上与华侨华人有关的新闻和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新闻0.5条，总计日均在2条左右。中国是《世界报》在欧盟外第三关注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这与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基本相符。如果仔细分析该报所刊涉华内容，我们会发现主要以负面新闻为主，其中有关环境污染、社会不公、企业造假等内容比比皆是。

2007年萨科齐上台之后，中法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尤其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法国境内传递期间的遭遇及后来萨科齐与达赖的公开会面更是让本来已经紧张的中法关系雪上加霜。整个奥运会期间，《世界报》等法国主流媒体也对中国给予了极高关注，围绕着奥运话题进行了诸多报道。笔者抽样选取2008年8月8—24日
[1]

 的《世界报》相关涉华报道，试图找寻法国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态度，并通过奥运会期间的相关报道分析法国主流媒体对于“奥运中国”的全局视角。

笔者以“Chine（中国）”、“Chinois（中国人）”为关键词，以“2008年8月8—24日”为时间周期，在“Le Monde.fr”上共检索到127条报道，主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体、科技、国际、外交等，分类统计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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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世界报》2008年8月8—24日抽样涉华报道的主题分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遭到“藏独”分子干扰，且萨科齐曾多次表态支持达赖，“Tibet”（西藏）成为这段时间《世界报》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除了8条报道直接涉及“藏独”主题并公开表达支持“藏独”外，还有诸多报道间接提及。除此之外，由刘翔退赛引发的民众情感、全民体制、收视率等方面的报道，及由中国女子体操队年龄问题引发的对女子体操团体冠军队成员真实年龄的高度关注等方面的报道共13条。其他的关注点还包括人口压力、“奥运经济”指标、汶川地震等。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世界报》在题材选择、行文笔调、舆情观点、政治导向等方面，均对中国国家形象持质疑、批评、否定等负面态度。

2012年又是奥运年，中法关系在经历了2008年的低谷之后，经过2010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有所回温。近年来，欧债危机使欧洲各国经济持续低迷，中法之间的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偏向社会和经济话题。

笔者抽样选取了伦敦奥运会期间《世界报》的报道进行分析，并与4年前北京奥运会时的报道情况进行比较。仍以“Chine”、“Chinois”为关键词，以“2012年7月27日—8月12日”
[2]

 为时间周期，在“Le Monde.fr”上共检索到61条报道，主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体、国际、外交、军事等，分类统计如表5—2所示。

表5—2　《世界报》2012年7月27日—8月12日抽样涉华报道的主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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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点方面，“举国体制”、刘翔的再次退赛、羽毛球的“让球风波”和“神奇”的叶诗文成为体育类新闻的关注焦点；经济类新闻的报道把目光瞄向了中国几年来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薄谷开来杀人案也是此次奥运会期间媒体关注点之一。与2008年该报的奥运报道相比，报道的数量明显下降，但媒体的关注点并没有什么转向，其关注的仍然是有关中国的负面话题。

5.4.2　“24小时”电视台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2006年，刚刚创立不久的“24小时”电视台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全年共举办三次针对中国的电视辩论会，第一次曾力邀笔者与会讨论
[3]

 ，第二次中国驻法使馆政务参赞对有关问题进行过简短的回答，而第三次《文汇报》记者郑若麟则“舌战群儒”。仔细分析这三次电视辩论会，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中国嘉宾很少，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嘉宾或者因为对中国不够了解，或者因为别有用心，总是把话题引到西藏、人权、造假、污染等中国的“原罪”上，从而使中国的形象基本等同于一个不负责任、欺压少数民族的国家。参与辩论的中方人士自然极力辩解，但一来语言上不如人家流利，二来势单力孤，因此只能起到陪衬的作用，反而凸显了西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笔者选取了2011年6—7月该台对中国的报道，并以“Chine”为关键词在其官方网站上进行搜索，共找到31条报道，主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国际、科技等类。分类统计如表5—3所示。

表5—3　“24小时”电视台2011年6—7月抽样涉华报道的主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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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24小时”电视台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每周一次的《亚洲一周》（Une semaine en Asie）节目经常报道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体、外交等方面的新闻。抽样调查中，就涉及了“7·23”高铁甬温段事故、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校车安全问题、中小企业职工生活保障、姚明退役及建党90周年等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热点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选题还是新闻电视画面，“24小时”电视台向法国民众展示的大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

因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也因为西方媒体以“淘粪”为主要理念之一
[4]

 ，《世界报》和“24小时”电视台所报道的内容和所持的报道立场基本代表了法国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而这种有偏差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5.4.3　法国知名媒体人与民众眼中的中国电视和中国国家形象

法国最大私营电视台M6的制片人兼记者让·马里（Jean Marie）曾对记者表示，法国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已经反过来影响到了自身的立场，媒体可以骂政府，但绝对不能得罪受众，因此当大部分受众都认为中国有诸多不好的时候，电视台如果报道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一面，将被认为是在“美化中国”。他指出，最近一些年法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民众就越反感中国；民众越反感中国，电视台就越要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法国asietralala.com网站创始人艾娃（Eve，女伯爵）女士及其丈夫、原籍越南的亨利（Henry）先生曾多次对笔者表示，受法国媒体尤其是法国几大主要电视台的影响，法国几乎没有一档在政治上赞扬中国的电视节目，也几乎找不到一本由法国人写的介绍中国社会和人权状况进步的书籍，而大量批评中国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介绍中国“经济入侵”的书籍和媒体文章却比比皆是。（注：

亨利夫妇开办的网站十分关注有关中国的信息，笔者曾在2006年多次采访过他们，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关系，上述言论是他们2010年对笔者说的。）

亨利夫妇的观点得到了前法国建筑师协会副会长米特罗法诺夫（Mitrofanof）先生的赞同。他认为，法国民众长期以来受媒体的影响，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现在则由于经济上的落后而越来越害怕中国产品冲击法国市场，因此对中国的好感度愈加下降，而反感度愈加上升。
[5]



新华社国际部法文编辑室改稿专家雅妮克（Janik）女士认为，法国舆论从总体上讲有些排斥中国，可能与两国力量对比逐渐拉大而产生的心理落差有关，一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法国舆论对美国的态度与今天对中国的态度就十分相似。
[6]



新华社国际部法文编辑室另一位改稿专家尼古拉·乔瓦内蒂（Nicolas Qiovanetti）先生认为，法国民众可能因对中国不了解而有误解，但他们也越来越看到来自中国的机遇，因为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开始合作开发中国或法国市场，甚至到中国来淘金。他表示，自己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来中国工作的。
[7]



著名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在接受笔者书面提问时指出：“一般来说，法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如果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就比较正面，谈到中国的政治情况就比较负面，谈到经济问题就比较正面，但有时也是负面的，比方说谈到中国对西方世界‘不公平’的竞争。”

他还说：“一般来说，法国人对中国政府没有好感，觉得不够民主和自由，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对政治以外的问题，法国人比较尊重中国人的文化，也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了不起。最近几年，有些法国城市和地区发生了与中国移民冲突的事件，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响。”
[8]



笔者非常同意潘鸣啸的观点，在法国当记者期间，笔者所接触到的法国民众大多十分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老百姓吃苦耐劳的品质，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如产品造假、侵犯知识产权等）和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法国感到十分厌恶。这些现象需要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如何以跨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法国民众对中国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当成为中国对法国传播的重点内容。

相对于法国民众而言，法国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的认识则更加积极，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自戴高乐以来，法国历任总统都十分看重中国，并不时发表对中法关系的积极评价。至今，法国前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的夫人每年都会参加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国庆或新年招待会，积极为中法关系进一步发展而奔走；法国前总统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仍与中国使馆及华侨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是著名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在任期内4次访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被誉为中法友好的使者，几乎每年都访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虽然一度因西藏问题与中国发生龃龉，但他与华人华侨关系亲近是尽人皆知的。这些都表明，中法关系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注释


[1]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为2008年8月8—24日。


[2]
 伦敦奥运会举办时间为2012年7月27日至8月12日。PPPP此次抽样检索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


[3]
 具体时间笔者已经忘记，但笔者清楚地记得当该电视台发出邀请时，笔者正要参加对一个国际会议的报道，因此最终未能前往。


[4]
 《世界报》即使在报道国内新闻的时候，也往往带有很多负面新闻，在政治上热衷于报道政治丑闻和政治人物的绯闻。


[5]
 米特罗法诺夫对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十分关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所比较，上述言论是他在2007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


[6]
 有关雅妮克的言论，来自笔者2012年6月20日对她的访谈。


[7]
 有关尼古拉·乔瓦内蒂的言论，来自笔者2012年7月27日对他的访谈。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将近10年，对中国十分了解，对中法关系有一定的思考。


[8]
 潘鸣啸于2012年7月29日以书面的方式答复了笔者对有关中法关系的访谈。


5.5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法国传播策略分析

法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欧盟和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之一，是世界法语国家的领袖国，曾是非洲许多国家的前宗主国，虽然目前在经济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但仍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发言权，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法国是其政治领袖，其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盟的立场。因此，针对法国做好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推动法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更加友好地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中国赢得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接受访谈的法国人士指出，中国要想提升自身在法国的国家形象，增加法国对中国的好感，就必须想方设法加强同法国民众的沟通，同时在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努力。

5.5.1　加强沟通是关键

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感不强，主要是因为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发展程度、道德意识高低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格格不入；而次要原因则是中国对外传播不够，其方式也不对路。尼古拉·乔瓦内蒂在接受访谈时指出，中国人和法国人对人际沟通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中国人认为两个人“友好交流”就是互相说好话，而法国人则习惯于就一个问题进行争论甚至争吵，所以双方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导致了相互认知的错位。他认为，中国人不要怕与法国人争论和争吵，中国不和法国人理论，法国人就越会觉得中国人没理，而中国人只要把法国人吵赢了，法国人也就服气了。

加强沟通的基础，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如法国等西欧发达国家，我们的办事机构官僚作风相对比较严重，我们环保意识不够，普通民众的文化教养尚有欠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认同。上述几位法国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想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要想获得世界的认同，就必须以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行事。

一位在北京三里屯偶遇的法国人对笔者讲：“你们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丑闻，比如温州火车相撞事故，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位高官为此负责，这在法国是无法想象的……”
[1]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法国演员善婷（Ysy Chautemps）经常向笔者抱怨，她在办理在中国合法居住证的时候经常遭到中方办事人员的刁难和怠慢，所需文件一年三变，她感到十分气愤，由此对中国的行政机构印象极差。

亨利和艾娃夫妇也曾不客气地指出：“我们有时很难理解你们中国人，你们的工人可以在高污染的环境里工作，你们的官员总是板着脸，你们朋友之间相见不会拥抱，你们很多人随地吐痰，而老人摔倒了你们也不敢去扶……对于这些做法我们很难有认同感。”
[2]

 在被问到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时，亨利夫妇用“可怕”一词来形容。亨利先生说：“你们中国人口太多，你们的一个小镇动辄上百万人口，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也不少，如果你们不能按世界的规则办事、不能向世界承诺和平的话，我们会感到无比恐惧。”

上述几位法国朋友的看法很有借鉴意义。作为西方文明古国之一，法国社会非常注重社会规则和礼仪，现实情况是少数中国人恰恰在一些事情上没有规则意识，在一些公共场合行为粗鄙，让法国人很看不惯。若想获得法国民众的认同，中国政府必须在承认自身社会发展水平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努力改变某些社会弊端，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的进步，方能有所成效，而这正是中国和法国进行平等沟通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和法国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中国人要勇于沟通，要在承认自身不足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只有这样，法国民众才会真正理解中国，相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各大驻外机构，包括中国驻各国大使馆，需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引导舆论，而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话语权拱手让给外国媒体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5.5.2　经济合作为主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加强与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契机。目前，法国经济陷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其国债信用已经失去3A评级，其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10％以上，朝野上下都在苦思提振经济的良策。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对法国的意义尤为重要，双方合作多一分，法国就多一分恢复增长的希望，而双方龃龉多一分，法国的经济前景就可能更加悲观。

中法经济合作自两国建交以来一直不如政治合作活跃，这是中法两国政府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即使在希拉克时代，在中法关系堪称“历史最好”的时期，中法之间的贸易额和相互投资额仍不仅远低于中德在同领域的水平，甚至低于中荷（荷兰）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可以说，中法之间的政治互信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经济互信，而经济沟通不足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国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世界，尤其是法国等欧元区国家。由于高福利、高税收和低劳动时间所导致的高生产成本，法国的绝大多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这导致法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居欧盟国家前列，而高贸易逆差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并最终导致低增长率、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和高负债率。在这种状况下，法国迫切需要同目前被认为在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进行经济和贸易合作，以增加出口、就业和收入，降低赤字，并最终平抑民众的不满情绪。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增加对法国的投资，收购法国一些优质资产或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二是增加来自法国的产品进口，但这种进口最好附带合法的知识产权转移，解决中国在技术上的瓶颈问题。

法国“中欧名流协会”
[3]

 秘书长吴忠先生曾多次强调，与法国人做生意是与他们进行沟通的最好方法，生意做成了，双方也就成为朋友了。中国距离法国那么远，本来与法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很多法国人因为听了电视和报纸的“忽悠”，觉得“政治不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的中国已经威胁到世界的安全，因此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如果双方能有更多的生意往来，经过一定时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会因为对中国人更加了解而觉得“中国人原来也很可爱”。他认为，中国还有必要加强媒体宣传，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宣传，向法国人说明中法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和前景。

5.5.3　加强文化理解为辅

如果说经济是中国在对外传播领域硬实力的最佳体现，那么文化则是中国软实力的最佳载体。所谓“国际认同（la reconnaissance internationale）”，归根到底是不同国家间在文化层面的认同。只有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增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才能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培育文化产业、扩大国际影响力、构建“文化强国”明确定位为国家战略之一是很有远见的。法国是世界上的文化大国，曾诞生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笛卡儿、雨果、大小仲马、莫泊桑等思想巨人和文化巨匠，与文明古国中国有天然的相互吸引力。更好地把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传播到法国，让法国民众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政治制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代有高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历史上，中华文化对许多国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法国。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中国并不缺乏讲述文化故事的题材，从孔孟思想、唐宋诗词到现代文学，再到独特的风俗习惯，中国文明对世界而言一直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是许多国家学者孜孜研究的课题。我们面对宝藏，却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不仅导致“文化话语权”落入西方国家手中，也使得海外受众因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出现巨大的“理解鸿沟”。

以西藏文化为例，由于中国对这个地区介绍不多，导致世界许多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完全来自西方一些作家或学者的文献。因意识形态差异，这些作家或学者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西藏，其传播出的镜像是不真实的西藏，结果给中国的稳定团结带来诸多麻烦。

中国“台湾网”创始人、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外宣办的田晓彦先生指出，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对外文化传播的方式非常单调，每年主要在一些重点国家搞“一大一小”两期活动（以文艺表演为主），然后印发一些“中式”的宣传材料，无法起到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却浪费了太多的外宣资金。他认为，中国应该走市场化的道路，通过商业化运作使中国文化深入世界各国民众之心。他举例说，中国政府一年花在海外文艺演出上的钱足够在海外开设一个连锁的“中华书屋集团”，这个连锁集团将能够根据海外受众的喜好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有关中国的中外文书籍，其盈利之后将能够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投资。

曾为中国外宣部门做过翻译的尼古拉·乔瓦内蒂也指出，中国政府每年都花巨额资金找法国人翻译一些有关孔子学院和中国在海外的文化中心发展、中国戏剧推广等方面的文章，以上传到一些法文网站进行宣传，但这些文章在写作上太具宣传意味，只写中国在文化宣传方面如何了不起，却很少写中国如何平等地与世界人民在文化上进行沟通。用他的话说，这些文章都是“夸张”的，因而也是“不受欢迎”的。乔瓦内蒂认为，中国外宣出发点是好的，但不是从受众的需求出发，也不听取当地人的意见，所以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人士的意见都表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关重要，但这种传播必须建立在受众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方式一定要生动活泼而不是生硬死板。这一点，对文化底蕴深厚而民众又“爱挑刺”的法国来说尤其重要。

实际上，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每当有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活动，法国民众总是趋之若鹜，不远千里也要来参观或交流。日前，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亲笔致信中国著名画家范曾，感谢他为向法国传播中国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一个小小的案例，就足证法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可程度。



注释


[1]
 笔者2012年7月初在参加法国演员善婷的生日晚会上偶遇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法国人。事实上，善婷作为在中国居住多年的法国人，对发生在中国的这类现象也很不理解。


[2]
 谈话发生在2006年3月，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中餐馆。


[3]
 由法国前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副主席阿兰·德斯特勒姆和法国华侨吴忠于2007年共同创办。该协会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政府高层人士关系密切，曾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代理业务或将它们引进中国，为深化中法经贸合作做出过一定贡献。


5.6　在国际传播中，应重点关注中法关系的几个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国事即是天下事，国内的事情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下面列举几个法国民众和媒体最好谈及的“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以供参考。如果国际舆论长期认为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存在问题，那么中国的国际形象就无法得到有效而全面的改善。

5.6.1　人权问题

在中法关系上，人权问题可以说是双方最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法国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是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国家，其电视等媒体偶尔会报道一些像陈光诚之类人物的遭遇，因此法国政府经常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Conseil des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UNHRC）等场合对中国发难。最近几年虽有收敛，但仍不时冒出一些谴责中国的声音。

人权问题往往与“西藏问题”相联系，在一些法国人看来，中国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一个铁证就是所谓的“西藏问题”。由于长期受达赖集团的蛊惑，多数法国人认为我藏族同胞希望“独立”，而中国中央政府反对西藏“独立”的做法是违反人权的。
[1]

 当然，法国人对西藏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尤其是“文革”时期。至今，法国每年仍有不少研究“西藏历史”的书在不断加深着民众的上述看法。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连法国极左人士都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反对意见。但是，笔者接触大量法国民众后发现，法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某些具体做法可以做得更“符合国际惯例些”和“更有人情味些”。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舆论的向背往往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发展环境，甚至在某些特定时刻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造成决定性影响。在诸如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中国政府虽然“有理”，但也要做到“有节”，以达到国际舆论对我“有利”的目的。

从历史上看，法国右翼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般比较超脱，但左翼社会党政府则往往比较强硬。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普遍认为，奥朗德迄今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是因法国深陷债务危机而无暇他顾，一旦国内问题有所缓和，他就很可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甚至接见达赖。对此，中国政府必须做好预案。

5.6.2　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法国媒体在谈到中国时必说的一个话题，事实上，中国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不仅引起了法国普通民众深深的不安，也让法国政府找到了“借题发挥”的由头。

目前，中国是全球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数一数二的国家，法国舆论对此十分担心：一是中国大量进口原油推高了国际油价，这将导致法国的生产成本上升；二是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成为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之一，从长期看可能影响到法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西方人基本上把中国与严重环境污染画等号。

对此，法国政府利用世界舆论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利用自身在环保方面的技术优势，精心设计了一个“绿色增长”的概念，推出了“征收碳税”等措施，试图以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方式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实力并以此实现自身的重新崛起。

从实际情况看，不仅法国媒体，英美媒体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媒体也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口诛笔伐，这使得中国代表团每次参加联合国气候会议时都面临极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中国如果想要在世界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就必须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否则经济再强大也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且最终不可持续。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底子薄，不可能一夜之间进入到“生态文明社会”，这一点国人明白，外国人也理解。按照法国媒体等外媒的理解，中国政府应该在一些体制机制上实施改革，比如可以把保护环境作为对地方官员考核的重点，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不重视环保的弊端。

5.6.3　国际合作问题

目前，中国与法国在国际舞台可算是亦敌亦友。在叙利亚、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两国几乎是针锋相对，但在抵御金融危机、反恐等问题上，两国的合作则相当紧密。而正是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让法国媒体更加关注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不排除在某些敏感时刻发生“民意冲突”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抓住法国追求一流大国地位的心态，鼓励法国重树戴高乐主义的旗帜。

在历史上，戴高乐主义一直是法国外交的基石，其一切外交活动都以求得和巩固大国地位为目的，并以此维护本国的利益。戴高乐曾多次说过，法国如果不强大就不是法国。但是，由于美、日等国的崛起，法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为了维护大国地位，法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团结德国等国成立欧盟，以欧盟带头国的身份继续发挥影响力；二是经常与美国对着干，第二次海湾战争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但在萨科齐时代，法国的这一“国策”被放弃，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成为美国的“跟班”。这种转变使萨科齐政府在国内遭到不少批评，许多民众认为法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与梦想”。对此，中国完全可以根据法国把美国看成是第一大威胁的心理，与法国在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抵制美国的“战略东移”。

刚刚上台执政不久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学经济出身，曾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经济班子的核心成员，但国际关系不是他的强项，他在当选总统前几乎没有出访的经历，因此法国外交的可塑性增强，其对外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调整，戴高乐主义可能再次回归。在历史机遇面前，中国对法国的外交空间得到扩展，有必要抓住时机，进一步提升与法国的国际合作，并由此进一步提升中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释


[1]
 达赖集团在巴黎设有办事处，常年进行分裂中国的宣传，而每次达赖出席社会活动都会有不少拥趸前来捧场。


第六章　韩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刘琛

6.1　新环境下中韩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总体上，中韩关系经历了四次升级，分别是“1992年金泳三政府时期的中韩‘友好合作关系’；1998年金大中政府时期的‘中韩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卢武铉政府时期的‘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李明博政府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1]

 。可见，2008年对于中韩关系建设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在北京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胡锦涛即出访韩国，以进一步落实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国，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于维护东亚，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整体上，双方在一系列核心原则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并愿意为推进合作继续努力。以此为基础，在2008年进入“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之后，中韩关系体现出以下突出特点。

6.1.1　中韩关系主体：“合作”大于“竞争”

相对而言，中韩两国建交时间并不长，但是关系发展迅速且前景广阔。双方经济互补，并且有着相近的文化与历史遭遇。这一切为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后，双边合作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2012年，两国建交20周年之时，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中国是韩国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国，两国互派留学生人数最多，韩国人是在中国生活工作最多的外国人”
[2]

 。

在政治领域，中韩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两国政府均高度重视互访，有意愿共同推进政治互信。总体上，双方的努力取得了切实成效。在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研究显示，韩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因素，认为“中国是有作用的（China is useful）”
[3]

 ！以2009年4月，朝鲜宣布退出朝核六方会谈事件为例：当朝鲜声称将按原状恢复已去功能化的核设施时，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声明，“中国将在终止朝鲜核计划的外交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China would be a significant player in a diplomatic effort to terminate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s）”。此外，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立即呼吁，由中国作为斡旋者以缓解半岛的紧张局势。
[4]

 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的中国作用，美国是认同的。总之，中韩在政治领域联系密切。可以说，双方能否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深刻影响各自发展，也事关地区稳定。因此，2008年进入战略伙伴关系时代后，两国在政治领域能够就核心原则达成基本共识，即通过双方的努力以维护朝鲜半岛与东亚的和平繁荣。

在经济方面，中韩合作发展迅速。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1至11月，中韩的贸易额为25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了7.4%”
[5]

 。201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赴韩旅游的中国游客多达15万人，消费总额高达3.5亿美元。
[6]

 此外，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员，两国都有意愿为推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贡献力量。在韩国西海岸工业区、中国环渤海经济区以及1992年启动的图们江开发计划等小区域联合开发中，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目前，中韩已经开辟几十条空中和海上航线，每周来往两国间的航班超过800架次。可以说，中韩经贸是亚洲地区最活跃与频繁的。在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中，双方都希望早日建成自贸区。2013年11月，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与中国商务部联合主办“中韩FTA：机遇与挑战论坛”。在论坛上，中韩（威海）经济合作示范区被提为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区。与韩澳和韩越等就自贸区的谈判进展相比较，中韩所取得的成果更为扎实。总体上，中韩两国在经贸合作上具有天然优势，例如，中国与韩国首尔门户港口仁川的最近直线距离仅340公里，而且两国时差才1小时等。因此，互补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为双方继续深化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释放的信息得到韩国企业界的高度评价。在2013年11月16日举行的“中韩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上，韩国SK大中华区总裁孙子强指出：“（全会）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期待这样的政策能够落实，这将对韩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7]

 由此可见，中韩经贸关系一定会继续深化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走向共同繁荣。

在文化方面，中韩一直被视为地缘相近，文化相通。近年来，两国政府分别提出“文化复兴”与“文化隆成”的愿景。这一大背景为双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中国，“韩流（Hallyu）”的影响令人感受至深。2014年“两会”期间，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北京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自己也看韩剧并提问：“韩剧为什么占领了中国？为什么漂洋过海，影响了美国，甚至欧洲？”实际上，2005年的统计已经显示出韩国流行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韩流”对韩国经济产生的效益达45亿美元，其中由中国市场产生的经济效果为3.3万亿韩元。
[8]

 与“韩流”来袭中国相应，中国风也在韩国吹起。以中国文学韩译为例：莫言、贾平凹和戴厚英等相当数量的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由韩国学者译成韩语，并且在韩国出版。其中，很多书籍成了畅销书。此外，汉语学习也成为一个潮流。韩国190所全日制大学中，有120所设有中国语系。我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就是在韩国创办的。在“外国人汉语能力考试”中，韩国考生的人数也一直领先。韩国政府与企业在招聘时，都非常重视应聘者的汉语水平。例如，三星集团规定，如果应聘者具有汉字能力三级证书则可加20分。以此为背景，两国的文化合作方兴未艾。各种文化论坛和互访持续不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在中韩建交20周年时，双方分别拍摄了电视纪录片《望京》和《新中国人传》，分别介绍在中国的韩国人和在韩国的中国人。这些努力对于帮助两国民众加深彼此的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6.1.2　韩国民众对华印象：“紧密”但尚不“亲密”

中韩关系建设堪称全面、迅速且不断深入，然而民众间对彼此的印象有时却未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提升。

韩国近年来也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并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两国国家建设的发展以及国际与地区环境的日趋复杂，“嫌中论”、“嫌韩论”、“编造历史”和对中韩历史进行选择性叙述等争论不断出现，对两国民间认知造成了阻碍。2008年3月，韩国第三大报纸《中央日报》对103个在华韩国人进行问卷调查，在“你最厌恶的国家”一项，“有57%的被问者选了日本，有13%的被问者选择了中国。中国被列为仅次于日本而被厌恶的国家”
[9]

 。2012年，中韩建交20周期间的韩国媒体报道，更多的文章倾向于对两国关系进行冷反思。

在有关半岛无核化、中国对朝政策和“脱北者”等问题上，韩国一直非常敏感，有时也会与中国陷入争执。这让部分韩国民众觉得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对于面积相对狭小的韩国而言，显得有些强势。同样地，中国民间也在很多问题上对韩国怀有质疑，如韩剧蔓延、韩国不够尊重中韩历史和韩国海警扣押我国渔船等。因此，在韩国人看来，“美国终究是韩国最稳固的靠山，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朋友、伙伴、兄弟的心理形象，仍然牢牢扎根于韩国人的心灵深处”
[10]

 。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韩双边关系自1992年以来经历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后，开始全面审视对方。因为特殊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形态和中国对韩国的历史影响，双方处于‘清算’过程中。事实上是因为双方在建交前相互隔阂了四十多年，中方并不了解韩国在这些年里所发生的社会变迁”
[11]

 。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韩政府所保持的积极对话的传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在2013年7月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前后的民意调查中得到了印证。新一届韩国政府改变了过去的在亚洲先访日后访中的惯例，选择在亚洲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比此次访华前后（2013年5月和7月）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发现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朴槿惠访华后明显上升了10%”；对于中韩关系的认识，“相比于2013年5月份的调查结果，7月份的数据表明，认为中国是合作对象的人群比例从47.5%上升到62.5%，增幅达到了15%；相反地，认为中国是竞争对象的人群比例从42.9%下降为28.7%，降幅为14.2%”
[12]

 。

由此可见，韩国民众对华印象还未能达到“亲密”的程度。然而，这种认识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两国建立政治互信和发展经贸合作的前提是民众能够成为朋友。这需要持续不断的积极和正向影响，而这种愿望并非镜花水月。根本原因在于中韩毕竟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正如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蒋培锡在“中韩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上所感慨的，“今天在座的都是亚洲面孔，谁能分清咱们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这种一家人的感觉其实挺好”
[13]

 。

6.1.3　新环境下中国在韩的国家形象建设要务

一直以来，中韩关系的发展始终无法局限于两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中美、中日和中朝关系以及韩美、韩日、朝美和朝日关系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中韩关系。随着双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推进，各种问题与矛盾也会相应增加，甚至变得更为敏感。再加上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两国在制度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国民观念的不同，中韩关系的稳步发展亟待双方沟通交流的提高与深化。例如，在回顾中韩建交20年之际，有评论指出，“2010年之后，中韩间的战略疑虑甚至在不断上升。在如何对待朝鲜、推进半岛无核化和推动六方会谈恢复问题上，中韩彼此的立场前所未有的不同”
[14]

 。2013年5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美国国会演讲中也表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而且彼此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因历史造成的差异却在不断扩大（The region's economies are gaining ever greater clout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linked.Yet，differences stemming from history are widening）”
[15]

 。

虽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是缺乏沟通与了解是主要症结之一。就中国而言，国内部分言论对于韩国的发展以及“韩流”等韩国文化对外传播所取得的成绩的评价有失公允，从而影响了一些中国民众对韩国的看法。这些观点和行为给韩国各界留下了负面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柳仁村（Yu In-chon）在观看了残奥会韩国选手的一些比赛后，回国召开会议，指出“当看到中国人为击败韩国运动员而加油，哪怕不是韩国对中国选手时，（他）感到震惊（He was surprised to see Chinese people cheer for players who compete against Koreans，including non-Chinese players）”
[16]

 。同样地，韩国一些主流报纸对中国的报道一直偏于负面，不能够客观对待中国在国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及其体现的适用于亚洲国家的独特优势。个别韩国的政府人士、学者和传媒领袖对中韩关系的认知度较低，因此对中国话题倾向于片面解读。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影响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性。以中韩关系中发展相对顺畅的经济合作为例：虽然两国的经贸因发展势头良好而被称为双边关系中的“一条粗腿”，然而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规模与发展角度相差较远，实现上述四种形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完全的经济同盟）中最简单的一种形式的合作都比较困难”
[17]

 。

此外，近代中韩文化的发展深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双方关系建设的“文化挑战”。以朝语为例：韩国和我国的朝鲜族在语言表达和习惯等方面已经产生了差别，主要原因在于“韩语一直深受日语、英语等国外语影响，而中国朝鲜语受其他外语的影响较小，大量吸收了汉语中定语、状语的用法，并且加入了比喻、隐喻等很多汉语的表达方式”
[18]

 。

由于舆论在导向上缺乏培养公众对中韩关系的正确认识的意识，两国民众对彼此一直存有质疑和忧虑。问题在于即使双方都明白共同发展的道理，如果没有真诚合作与持续互动，两国关系建设就始终难以真正步入良性轨道。在这方面，仅凭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努力是不够的，“要确立自然的、自在的双边关系，双方必须克服历史症结，而不是简单地建立某种战略均势……如果不从历史价值观上逐渐冰释双方的纠葛，政治家们忙于建立的东北亚战略均势就会失去长期的有效性”
[19]

 。

就外交理念而言，中国文化崇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意味着坦诚且质量饱满的传播是解决纷争、建立互信最为有效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相通”首先在于了解对方。为此，本章选取韩国著名电视台——韩国广播公司（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KBS）的国际频道（KBS World）为案例，剖析其诠释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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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韩国的新闻传播业高度发达。韩国有10家全国性广播公司，另有地方广播公司59家、有线广播公司81家。与美国一样，韩国电视业也有自己的三巨头，分别是韩国广播公司、文化广播公司（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MBC）和首尔广播公司电视台（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SBS）。

KBS于1927年开始试播，自1953年开始对外广播。1961年12月，电视台正式成立。自1996年7月起，KBS开通两个频道的卫星电视节目。该公司是政府控股广播公司，拥有全国性广播网。目前，电视台使用韩语、英语、中文、法语和日语等11种语言播音，主要以数字信号播放。作为公共广播机构的KBS是韩国规模最大的电视网之一，其主打节目是晚间新闻和规模宏大的历史剧。在历史剧制作方面，韩国电视业还无人能出其右。按照韩国《广播法》的规定，KBS的经费来自政府，但是它是自主经营的。因此最近几年，有些媒体批评KBS与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经常替总统做宣传。

韩国《宪法》规定，KBS的主席由董事会向总统提名。韩国的各个政党都有权提名KBS董事会的组成人员。一直以来，KBS董事会的成员都是由执政党提名，所以，人们认为KBS的主席其实也是总统授意的。这种选举制度让韩国的批评家担心KBS的独立性受到钳制。

总体上，KBS 37.8%的经费来自政府授权的收视费，47.6%来自商业广告。此外，由于KBS还为国内的残疾人专门制作节目，所以会得到政府给予的资金扶持。
[1]



KBS国际频道开播于2003年7月1日。该频道主要使用韩语播出，但是加英文、中文和马来语字幕。目前，KBS国际频道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均可以收看。



注释


[1]
 参见维基百科词条“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ean_Broadcasting_System#History。


6.3　韩国主流电视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的对华报道基本立场而言，KBS国际频道始终较为友好和中性。这折射了两国关系的整体走势。此外，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媒体不同的是，KBS国际频道对中国内政的关注度明显弱于有关中国外交的议题。就中国对外关系而言，KBS国际频道更倾向于关心中国对东亚，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态度。

6.3.1　KBS国际频道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

概括而言，该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是具象且焦点集中。其中，中国对朝核问题、中国与韩国经贸发展以及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是KBS国际频道最主要的三个中国报道议题。

6.3.1.1　KBS国际频道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朝核问题

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Factiva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以“中国（China）”为检索词，搜索2008—2013年以来KBS国际频道的新闻，共计3713条。其中，与朝鲜有关的新闻为1642条，占44.2%。可见，该台对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高度重视。在这个问题上，KBS国际频道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KBS国际频道积极肯定和宣传中韩在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的各种对话与互动。在报道两国政府的交流时，该台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强调双方讨论了半岛局势并认同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半岛需要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无核化”经常会出现在标题或者新闻的开头，以凸显其重要性。例如，在报道中韩首尔高层会谈时，新闻第一句即是“韩国与中国举行高级别会谈以磋商包括朝鲜核武器项目等关键性安全问题（South Korea and China have held high-ranking talks to discuss key security issues includ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1]

 。在此，仅以朝鲜核问题作为唯一的例子，即可见KBS国际频道迫切期待传递出的信号是该问题为中韩两国的焦点中的焦点。在报道总统朴槿惠首访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会晤时，每条新闻都涉及的唯一共同话题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说明最近一段时期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韩国对此的焦虑以及对中国态度的密切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解释如何强化中韩战略伙伴关系（to tighten the strategic bilateral partnership）时，KBS国际频道特别强调这意味着两国愿意在推进半岛无核化、限制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等方面深化合作并开拓新局面。

第二，KBS国际频道密切关注并解读中国对朝的各种举措。韩国认为朝鲜经济倚重中国的支持。早在2006年，KBS国际频道就指出，“朝鲜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NK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China's Economy）”
[2]

 。因此，中国有能力在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以此为背景，KBS国际频道将中国在这方面的有关信息都视为有价值的新闻（news-worthy）。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报道中国官方的各种消息之外，一些看似不那么密切相关的事件也经常得到“韩式解读”。例如，2013年3月，北京对一些朝鲜餐馆进行了检查，主要针对非法用工、食品安全和是否出售假冒名酒等问题。KBS国际频道在报道时，分析认为，“这种大规模和系统针对朝鲜餐馆的行动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Such a massive and systematic crack down against North Korean restaurants is an unprecedented move by China）……这可能是中国针对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的惩罚（The unprecedented move by China may be part of its punitive a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in response to the communist state's third nuclear test）”
[3]

 。可见，该台对这方面信息不仅极其敏感，而且愿意从有利于抚慰韩国焦灼情绪的角度进行审视。总体上，KBS国际频道在中国对朝政策上，基本给予肯定。唯一对中国不能持认同态度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脱北者”。该台表达的意图是希望中国能够收留或者允许这些人选择朝鲜以外的第三国。

第三，KBS国际频道有意愿寻找缓解半岛态势的共同点。通过分析1642条涉及朝核问题的新闻，可以发现韩国的态度基本上是温和的，几乎从未发表使局势升温的刺激性言论。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2012年以来亚洲摩擦不断，KBS国际频道显示的立场之一也是找到各方的共通之处。例如，2014年1月，日本意图修改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KBS国际频道报道了朝鲜和中国对日本这一行为的谴责（N.Korea，China Condemn Japan's New Teaching Manuals）。新闻指出，朝中社（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KCNA）认为，“日本此举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日本人侵略别国……东京的打算是窃取独岛（日本称竹岛——引者注）是为了更方便入侵朝鲜半岛以及获得经济好处”
[4]

 。此外，新闻中还介绍了中国对此的回应——“北京严重关切日本的行为并表示抗议……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日本发表多少错误声明，都无法改变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No matter how Japan promotes its false claims，it cannot change that Diaoyu is Chinese territory）”
[5]

 。相比较而言，KBS国际频道在面对半岛分歧时，能够做出一些尝试以寻找各方的相通点。与多数国际媒体处理矛盾或争议性事件时的通常做法相比，这种新闻观念更值得肯定。

6.3.1.2　KBS国际频道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中韩经贸

对于中韩经贸合作，KBS国际频道完全持支持立场。2014年3月，在美国努力推动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TPP）之际，该台报道，韩国政府将优先考虑中韩自贸谈判（Gov't to Place Priority on S.Korea-China FTA Talks）。新闻指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宣称政府政策将优先考虑与中国就自贸协定的谈判。此外，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KITA）也将努力促进与中国的谈判以服务韩国公司的利益并保护国内脆弱的农业与渔业。关于美国的TPP，政府将在签署协议之前，充分评估可能产生的影响（The government reaffirmed it would thoroughly review the possible effects before signing the agreement）”
[6]

 。

此外，KBS国际频道也愿意促动国内企业家的对华合作兴趣。在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该台同一天（2013年6月28日）报道她的对韩国代表团的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在访华第二天，朴槿惠总统与韩国商界等代表共进早餐并要求（urge）政府官员们要“找到面向未来20年的中韩合作新途径”。同时，她强调（stressed）抢先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a preemptive entry into China's domestic market），并且呼吁“要着眼于长远眼光，看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持续的经济发展，努力赢得中国人民的心（win over Chinese hearts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view of the increasing middle class as China continues economic growth）”
[7]

 。第二次是在中韩贸易论坛上，她表示“中韩要进一步开放彼此的消费市场，建立更加牢固的贸易结构”
[8]

 。

总结KBS国际频道对中韩经贸合作的报道，可以发现其立场与态度都较为积极，甚至在报道两国自贸协议谈判受阻等新闻时，都会在结尾介绍后续对话的日程。在美国强势争取韩国等亚洲国家加入TPP的背景下，该台仍然能够遵循国家的整体部署，大量介绍中韩FTA的各项活动。这对鼓励两国企业界加强联系、深化了解发挥了正面作用。

6.3.1.3　KBS国际频道对华报道整体态度分析：文化交流

作为同属东亚的两个同根文化国家，中韩文化联系源远流长。这为两国的文化交往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双方对彼此的文化认同还无法与迅速发展的两国关系相适应。

从文化活动的报道立场来看，KBS国际频道是乐于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因此，每逢中国文化节（China Culture Festival）、中韩歌会和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举办时，该台都会给予正面报道。此外，韩国欢迎中国媒体关注韩国流行文化。2011年11月，湖南电视台赴首尔拍摄有关韩国时尚潮流的节目。KBS国际频道不仅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而且介绍“湖南卫视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娱乐频道（Hunan Satellite TV is an entertainment channel that is enjoying top ratings in China）”
[9]

 。

然而就如何阐释文化交流对于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的意义而言，KBS国际频道尚没有体现出一个明确且科学的定位。有鉴于此，该台在报道两国文化类新闻时，更多停留在介绍信息的层面而难以传递出对这些努力的分析与评价。因此，民众通过收看新闻，除了掌握资讯之外，无法使这些资讯触及内心，也就不能引发思考。

6.3.2　KBS国际频道电视新闻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评价

通过分析KBS国际频道在对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题上的报道，可以得出结论：它所展示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积极而正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间，尤其是政府层面坚持对话和交流是有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际与地区环境均经历着深刻变化。全球性经济危机、亚太局势的紧张以及中国的崛起，都给韩国社会造成了复杂影响。在韩国民众对华心理起伏多变的情况下，KBS国际频道能够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体的立场，鼓励两国间的合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此外，KBS国际频道在解读中国话题时，也发出了与部分西方国际媒体有所不同的声音。我们从经济与外交两个方面各举一例。2012年，在报道中国经济软着陆话题（soft-landing）时，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相关报告成为焦点之一。对此，部分西方媒体只是强调世界银行将中国经济增长从8.4%下调为8.2%。但是，KBS国际频道却全面介绍了报告内容。其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信息成为新闻主体，指出“（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将软着陆……中国国内需求强大，因此中国经济能够保证超过8%的增长率……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将中国2013年的增长预期从8.3%上调到8.6%”等。2013年，当中美关系处于相对敏感期时，KBS国际频道以“中国重视提升中美关系（China Highlights Improving Sino-US Relations）”为标题，介绍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指出“中国将继续与美国合作以建立前所未有的双边关系，造福两国……中国高度重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并且强调支持两国民众加强交流，以密切彼此的联系”
[10]

 。这对于国际社会客观了解中国立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KBS国际频道认同中韩友好合作对于韩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因此能够以积极的态度诠释中国。在绝大多数的涉华议题中，持肯定态度的新闻比例明显占据主导。这些正向的信息从较为客观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发展和崛起，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态度。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则以及对韩立场有助于缓解韩国部分民众对中国竞争力增强及其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冲击所怀有的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说，KBS国际频道能够促进中韩民众间的认同与共识，从而为两国增进互信和推动合作发挥传播沟通作用。



注释


[1]
 “S.Korea，China Hold High-ranking Talks in Seoul，”KBS World，2014-02-21.


[2]
 “BOK：NK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China's Economy，”KBS World，2006-02-14.


[3]
 “Beijing crack Down on Small North Korean Businesses in China，”KBS World，2013-03-26.


[4]
 “N.Korea，China Condemn Japan's New Teaching Manuals，”KBS World，2014-01-28.


[5]
 “N.Korea，China Condemn Japan's New Teaching Manuals，”KBS World，2014-01-28.


[6]
 “Gov't to Place Priority on S.Korea-China FTA Talks，”KBS World，2014-03-18.


[7]
 “Park Urges S.Korean Businesses to Win Chinese Hearts，”KBS World，2014-06-28.


[8]
 “Park Calls on S.Korea，China to Further Tap Each Other's Market，”KBS World，2014-06-28.


[9]
 “Hunan Satellite TV to Cover Story on Soul's Fashion Trends，”KBS World，2011-11-04.


[10]
 “China Highlights Improving Sino-US Relations，”KBS World，2013-03-26.


6.4　新国际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韩传播策略分析

后奥运时代的中韩关系整体上是乐观正向的，但充斥着各种矛盾。在政治上，韩国社会一方面承认中国对半岛和平的重要作用，但又忧虑危机爆发时，中美干预演变为军事冲突。在经济上，韩国依赖对华出口，但又顾虑中国经济发展会使双方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在文化上，韩国部分民众对中国深怀刻板印象，不能客观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且对于两国的文化历史也难以做出公允的评判。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的环境、食品安全和各种社会转型问题经过一些韩国舆论的放大，给民众对华的亲切感和认同感造成干扰。

中韩既总体趋好又掺杂着各种困难的发展环境意味着两国的媒体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建设性的传播拉近民众心灵间的距离。

通过综合分析中韩关系发展规律、韩国社会与文化特点以及传媒对华报道等素材，本章从传播内容与传播技巧两个方面，对新国际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韩传播提出策略建议。

6.4.1　传播内容：提升中国电视传媒的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电视业发展迅速，再加上电视技术日新月异，因此逐渐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对韩国的传播中，中国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却逊色于新华社。笔者根据哈佛大学Factiva数据库统计，KBS国际频道自开播以来，引用新华社消息的新闻130条，引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51条。可见，作为同行，中国电视传媒需要提升传播的受认同度。

通过进一步分析KBS国际频道2008年以来涉及中央电视台的23条新闻（见表6—1），可以发现：

第一，在报道中国重要事件方面，新华社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渠道，而中国电视媒体提供的新闻数量非常有限。第二，在涉及中国、韩国以及中韩等话题时，KBS国际频道更倚重自己的采访信息而较少依赖中国媒体。即使介绍了中国媒体的观点，也是用来作为例证或者提供某种视角。可以说，该台或者韩国媒体更加信任自己的记者。第三，中国电视媒体最容易得到KBS国际频道关注的新闻是与韩国的文化合作和报道韩国发生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该台对中国态度的重视。

表6—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KBS国际频道涉及中央电视台新闻题目统计

（2008年10月21日至2013年11月27日）

[image: 25]


[image: 26]


[image: 27]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传媒在对韩国传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提升节目内容的影响力。其中，可以优先考虑的方法包括：既然韩国媒体青睐一手资料，那么在中韩重要事件的报道中，双方可以合作，共同播报而不是如目前仅限于纪录片等形式。此外，韩国非常愿意中国介绍韩国社会，尤其是韩国流行文化，那么中国电视界可以参考湖南卫视的做法，创造主动了解与展示韩国的机会。根据KBS国际频道的经验，中国电视媒体报道韩国本身就值得宣传。然而，最为突出的任务在于，中国电视媒体应该努力成为中国报道的绝对主力。电视具备图声文并茂且能够面向不同知识水平的受众等诸多优势。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收看电视变得更为方便。以此为前提，中国电视媒体需要努力在中国报道中找到自己的特色并树立公信度，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优势，把中国介绍给包括韩国最普通百姓在内的所有民众。在这方面，中国电视界有必要总结韩国媒体遴选中国传媒内容的偏好，尤其是原则与标准，并通过总结规律与不懈努力，逐渐得到对方的认可，让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经由韩国媒介走进（近）韩国社会。

6.4.2　传播技巧：对韩传播要讲求细腻

相比较而言，以KBS国际频道为代表的韩国媒体对包括中国电视传媒在内的中国媒体态度是客观的。例如，在介绍中央电视台时，KBS国际频道经常使用“中国媒体（Chinese media）”、“中国的中央电视台（China's CCTV）”或“中国官方媒体（China's official CCTV）”等。与一般西方媒体仅使用“国家所有（state-owned）”或“国家经营（state-run）”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可知，该台一般会在报道“负面”新闻时，称中央电视台为“国有”和“国营”。在韩国三星手机因央视其曝光质量问题而向中国用户致歉的新闻中，央视出现时均被强调“国有”。

这些细节可以验证国内其他领域的韩国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是较为中肯的。基于历史、地理和其他复杂因素，韩国文化有着非常细腻的一面。在中韩关系中，这种细腻主要表现为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韩国社会对华认识的起伏跌宕。

然而，韩国值得肯定之处在于认可沟通，尤其是文化相交的积极作用。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柳仁村部长目睹了中国民众对韩国的心理隔阂。他回国后即呼吁国内媒体要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增强彼此的好感度。
[1]



因此，中国电视传媒在对韩传播中必须认识并尊重韩国文化中的细腻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反映出韩国对于文化作用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韩国对本国的文化传播成绩倍感骄傲，甚至跟中国作比较时，这种心态有其合理成分。例如，2009年KBS国际频道专题报道韩国跻身全球前10位电视剧生产国，占世界33%的份额。新闻仅以日本与中国作为对比，指出“中国电视剧生产占全球12.4%”
[2]

 。笔者访谈了15位中国学生，10个没有认识韩国朋友的学生全部认为KBS国际频道的报道有些“小气”，“好像赢了中国最重要”。但是，另外5位有韩国朋友或韩国同学的中国学生则都表示“KBS国际频道拿中国‘说事’没有恶意”。从中可见理解对方的文化特质对于保证传播效果的重要意义。实际上，韩国文化中的细致也体现在对中国的褒扬方面。例如，2013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影响世界的100人时，朴槿惠总统入选。在新闻中，KBS国际频道列举了4位其他“年度人物”，分别是“朝鲜领袖金正恩（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主席习近平和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这个精心设计体现了韩国文化的“细”，也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做了国际传播。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中国电视传媒若想成为沟通中韩民众的使者，需要切实注重传播技巧的细致。在这方面，以往的工作有很多需要补白之处。中国电视界与韩国的合作虽然频繁丰富，但形式上的周全代替了细腻的心思。因此，交流变成了桥梁，而无法成为有血有肉的使者。这种对话让中国的电视媒体显得有“温度”却没有“体温”。欠缺真挚的传播努力是难以打动人心的。

总之，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韩关系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的朴槿惠政府非常注重与中国的关系，这对韩国民众重新评价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较为乐观的态势下，中国电视传媒需要做出突破，以崭新的面貌与姿态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更上一层楼。中韩能否克服困难、携手开拓，对于双方乃至亚洲都是具有示范意义的。正如朴槿惠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所申明的，“亚洲受制于我所说的‘亚洲悖论（Asia's paradox）’。即在经济上彼此联系，但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又滞后。我们如何处理好这个悖论将决定着亚洲的新秩序”。为此，中国电视传媒要有责任意识和担当，毕竟两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团结在一起，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未来——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幸福（Together，we can envision a future that is richer，that is safer，and that is happier）”。



注释


[1]
 “Culture Minister Urge Greater Exchanges with China Culture，”KBS World，2008-09-12.


[2]
 “S.Korean TV Makers'Global Market Share Grows，”KBS World，2009-07-20.


第七章　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闫成胜*
[4]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1972年9月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2008年5月，两国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新时期构建新型中日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却差强人意。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且在亚太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中日两国，如何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构建成熟、稳定的大国关系，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日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支持。两国媒体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后应做出怎样的努力？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7.1　新环境下中日关系及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7.1.1　新旧矛盾交织，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发展变化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新月异的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着古老而现代的东方大国日益崛起的形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终在2010年被中国超越，丢掉了长期占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政府频繁更迭，人口老化，国家发展失去方向，凡此种种令日本社会焦虑不安。这期间虽然中日两国经济领域交往密切，但政治互信经常受到考验。两国军事、外交领域的举动也不时牵动对方的神经。为缓和矛盾，改善国民感情，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做出了不懈努力。2008年5月中国发生汶川地震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救援队，其人道主义举动曾感动亿万中国民众。2011年3月日本发生东北大地震时，中国也向日本派出救援队，并破例向日本提供了两万吨成品油的物资援助，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还亲自到日本驻华使馆慰问。上述举动都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中国政府发展对日关系的良苦用心。2011年12月，日本野田首相访华，双方达成了日本购买中国国债、研究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等重要共识，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改变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令两国关系降至冰点。进入2012年后，围绕名古屋市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日美联合军演等，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未曾平息。2012年6月20日由日本非营利言论机构（NPO）与《中国日报》联合实施的中日两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4%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创历史新高；中国也有超过64%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更使两国关系由“政冷经热”变为“政冷经凉”，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中日关系当前面临的困局，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实力翻转带来的挑战，钓鱼岛领土争端无疑是最难以调和的问题，域外势力的干扰使问题更加复杂。中日间现阶段很难互相讲道理，两国都需要在一次次摩擦中体会和琢磨，逐步习惯两国间关系的新性质，并且形成两国“斗而不破”或者“斗而不战”的各种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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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告诉我们，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极为艰难的调整期。

7.1.2　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评价，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
[2]

 。根据这一观点，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应由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基本认知和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国民众的整体印象构成，日本媒体、中国媒体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对构建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2010年9月至10月北京大学王秀丽、梁云祥等人对在北京和东京的300名日本留学生、公司职员和普通民众所做的“关于中国文化对日传播的调查研究”，日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印象是：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经济发展快速但不注重环保，比较没有诚信；社会等级观念较强，较为封闭但文化较为多元；较不尊重个人权利并对世界和平构成一定的威胁。
[3]

 该项研究还发现，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渠道是日本的大众媒体，包括互联网、电视和报纸，比例超过94%，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等五个被调查国家中比例最高。上述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线索。

7.1.3　新环境下中国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建设要务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可谓毁誉参半。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我们的期望相去较远，当中既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无奈，也确有中国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日本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又是西方社会的重要一员，能否在日本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特别是在当前中日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通过大众媒体让日本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是摆在中国政府和媒体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如何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需要从分析中国国家形象在日本的形成机制入手，探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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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7.2.1　日本媒体环境概述

日本是一个大众媒体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广播电视媒体方面，NHK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拥有两套地面电视节目、两套直播卫星电视节目、三套广播节目，并播出国际广播电视节目，在日本广播电视界乃至整个传媒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除NHK外，日本还有日本电视网、富士电视、东京广播公司、朝日电视和东京电视台等五家商业广播电视集团，与NHK形成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态势。在平面媒体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是五家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报社。

根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2002年所做的调查，日本民众认为商业电视台在娱乐信息、体育、饮食、健康、趣味等娱乐节目方面见长，NHK在气象信息、政治及社会形势、海外信息及重大事件、文化与教育等严肃节目方面表现突出，报纸在经贸、政治及社会形势、事件与事故报道方面有优势。大部分受众根据信息的种类、媒体传播的内容及便利程度选择使用何种媒体（见图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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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日本民众媒体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日］横山滋、米仓律：《孪生兄弟：信赖与批判》，载《放送研究与调查》，2003（3）。

鉴于日本民众对NHK及报纸在报道政治、经济及海外局势方面信任程度较高，本章选取NHK和《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两家报纸作为日本主流媒体的代表，分析其涉华报道，以对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把握。

7.2.2　NHK涉华报道分析

7.2.2.1　NHK的基本情况

NHK最早成立于1925年3月，原为国营广播机构，二战以后改组为公共广播机构。NHK最高权力机构是经营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8名委员代表8个不同地区，另外4名为跨区代表。经营委员会委员由国会参众两院同意、总理任命，意在反映全体国民的意愿。NHK的经费来源既不是政府拨款，也不是广告收入，而是观众缴纳的收视费，以保障NHK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也没有经济压力，可以集中精力为国民提供高质量的广播电视服务。

日本《放送法》第一条规定：应保障广播电视不偏不党、真实、自立，以确保通过广播电视实现言论自由。第三条规定：国内广播电视节目必须做到不损害公共安全和善良风俗；政治立场必须公正；不歪曲事实；有意见分歧时应尽量多角度阐述观点。NHK有义务向全国普及广播电视服务，并开展国际广播电视业务，但NHK的国际广播电视业务与国内业务有所不同——日本政府有权力直接命令NHK开展对特定区域和特殊种类的国际业务，所需经费由日本政府负担。NHK国际节目标准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在对国内外新闻进行迅速、客观报道的同时，正确传达政府的重要政策及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舆论动态。第三章第二条规定：在发表评论、观点时，应在坚持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清楚阐述日本政府的立场。

7.2.2.2　NHK2009年至2011年的涉华报道

NHK堪称世界上对中国最为关注的广播电视机构。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1年的统计，全年共接待外国摄制组195批，其中日本摄制组有90批，仅NHK就有65批，超过来华摄制组总数的1/3，超过日本来华摄制组的2/3。从驻华记者数量来看，根据NHK驻中国记者总站站长西川吉郎的介绍，目前NHK在中国大陆共有13名常驻记者，每月向东京总部发新闻约50条，记者人数和发稿量仅排在NHK驻美国记者站之后。NHK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度是相当高的。

在NHK的两套卫星电视节目中，BS Premium（超值频道）由两个地面电视频道的优秀节目荟萃而成，既播出新闻，也播出纪录片及各类文化节目。该频道不仅覆盖日本国内，也在世界多个国家播出。在中国三星级以上宾馆及教学、科研等限定范围落地的境外频道中，就有NHK的BS Premium频道。选择该频道的涉华内容进行分析，较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中央境外卫星电视监管平台提供的资料，BS Premium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共播出了282次以中国或中国人为对象的新闻和专题节目，分别是2009年58次、2010年107次、2011年117次。其中，外交方面的报道共有132次，是所有题材中最多的。其次是社会方面的报道，有61次。政治方面的报道有40次，经济方面的报道有36次，军事方面的报道有8次，文化方面的报道最少，只有5次（见图7—2和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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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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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政治、社会题材分类比较

在所有132次外交题材的新闻中，有78次涉及中日领导人互访、钓鱼岛纠纷、东海划界等两国之间的问题，有54次涉及中国与朝鲜半岛、南海周边国家、美国、非洲国家，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活动，反映出当前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及日本对中国外交动向的广泛关注。经济题材的报道相对较少，只有36次，说明两国经济领域交往比较平顺。文化方面的题材最少，只有5次，主要是关于中国举办以日本地震为主题的日语演讲比赛（2011年3月28日）、日本漫画作品开辟中国市场（2011年5月25日）等软性新闻，说明文化题材在国际传播中受重视程度较低。

进一步对涉华题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282次报道中，反映中国缺乏民主、限制言论自由、民族关系紧张、天灾人祸频发、侵犯日本海洋权益、对别国构成军事威胁等负面题材的报道有134次，比较中性的报道有122次，反映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及中日关系改善等正面题材的报道只有26次。在政治及社会新闻报道方面，NHK对谷歌公司撤出中国、天洋食品有毒饺子事件、甬温动车事故，以及与达赖喇嘛、热比娅和刘晓波等异议人士有关的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并定期制作专题节目进行深入分析。

在此，选取NHK2011年的几起重要报道进行分析。2011年6月30日、7月1日，NHK连续两天播出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题节目，突出了“尽管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没变但已严重脱离群众、虽经济发展迅速但政府腐败使这一成就黯然失色、要求民主化改革声音难以压制、社会存在巨大隐患”的基调。2011年8月4日，NHK播出关于甬温动车事故的专题节目，通过采访事故受害人家属及专家点评等方式，表达了“中国相关部门处理不当、限制言论自由”的基本观点。2011年10月19日，NHK还播出了介绍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专题节目，在对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会议主题进行分析解读的同时，不忘对三聚氰胺、地沟油、“小悦悦事件”等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某些道德缺失、拜金主义等现象进行归纳和点评。在外交、军事题材方面，NHK始终与日本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2011年10月16日，NHK播出了《日本如何应对大国中国》的专题节目，给人留下中国军力增长迅速、与日本及周边国家“摩擦不断”的强烈印象。在2011年12月11日傍晚的《七点新闻》节目中，NHK节目主持人小乡知子问：“今年7月以来，中国海洋考察船多次在未履行既定手续的情况下在东海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海底调查。……中国进行此类活动的企图到底是什么？”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山田吉彦回答：“中国推进包括军事目的在内的海底资源调查，旨在积累既成事实，确保其东海权益。……中国频繁打破和违反规矩，我们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追究。”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报道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外，NHK还大量报道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之间的矛盾，基调是中国恃强凌弱、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

以上情况说明，NHK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报道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其叙事框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把中国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都看成是一种威胁，观众在收看了NHK的节目后，难免对中国产生警戒心理。

7.2.3　《读卖新闻》涉华报道分析

7.2.3.1　《读卖新闻》基本情况

《读卖新闻》创刊于1874年，系日本第一大报，也被《世界吉尼斯大全》列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根据日本报刊发行核查机构——日本ABC协会（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发表的数据，2012年《读卖新闻》日刊发行量达993万份，居日本各大报之首。《读卖新闻》员工总数超过6500人，有国内记者站352个，国际记者站33个，形成覆盖全球的信息采集系统。

《读卖新闻》以一般市民和中小企业主为主要读者对象，被认为是“群众性”、“庶民性”比较突出的“大众性报纸”，平均每三个日本家庭就有一份《读卖新闻》。
[2]



7.2.3.2　《读卖新闻》2009年至2011年的涉华报道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专家山下哲弥先生的帮助下，笔者于2012年6月对《读卖新闻》2009年至2011年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抽样分析。以每月1日至7日、每天早晨发行的报纸为标准，对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读卖新闻》中与中国有关的报道进行抽样，共得到1457个样本，包括报道、解说和社论，但不包括读者来信。其中头版有95个样本，国际版有794个样本，社会版有199个样本（见图7—4）。经济类有232个样本，政治类有55个样本，文体类有82个样本。中国新闻上头版的比例约为6%，平均每天登载近6条与中国有关的新闻、社论或专栏文章，足见《读卖新闻》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进一步以“出现三次及以上”为指标对《读卖新闻》所关注的题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9年《读卖新闻》最关注的问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增长、人民币升值、碳排放、联合国气候大会、假名牌、伪劣产品、军费开支、新疆“7·5”事件、中国西藏问题、四川大地震、流感、人体器官买卖、中国台湾问题、六方会谈、钓鱼岛争端、中国在日研修生等问题，涵盖当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2010年，除上述问题继续受到关注外，还增加了上海世博会、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三聚氰胺、网络攻击、神舟飞船、南海争端、中国GDP超过日本、日本毒贩被判处死刑、钓鱼岛撞船、稀土出口等年度重大事件。2011年的热点问题包括叙利亚问题、网络监控、中国黑客、高铁事故、辛亥革命100周年、上海地铁事故、中国建造航母等。在这些报道中，反映中国政治不民主、经济体制不健全、社会管理不善、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等负面题材占总数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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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读卖新闻》涉华报道版面分布情况

除大量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外，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读卖新闻》均通过社论、专栏文章等形式对事件进行深度分析。这些报道和分析清楚地反映了该报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这里选取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1年中国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三个事例，对《读卖新闻》的报道倾向进行分析：

动员18万人参加60周年庆典　市民疑问：是那样的时代吗？

（10月2日国际版）

10月1日中国迎来了建国60周年。在共产党一党统治下，30年前中国大胆引入市场经济，今天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过日本也指日可待。去年夏天成功举办奥运会，明年5月将举办上海世博会，国际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根基究竟如何呢？经济至上的高速增长给国民带来了富裕，同时扩大了贫富差距，农村贫困现象明显。城市及农村地区围绕征地补偿的纠纷层出不穷，劳动争议频发，党员干部腐败渎职现象蔓延，环境破坏严重。在社会出现各种不良现象的同时，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沦丧时常招来批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对立更加尖锐，事态日益严重。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的对话陷入停滞。

不仅要有发展经济和强力镇压即“糖果和鞭子”两手策略，还要更加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人权，否则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为发扬国威，在首都北京举行了庆祝活动和阅兵仪式。为防止恐怖事件，动员了大批军警，实施了空前的戒严。

中国一边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一边增强军力。应该努力提高军费透明度、让周边国家和地区消除疑虑。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有具体数据的削减义务。

中国的社会主义已到“六十耳顺”的年龄。应该像《论语》中“耳顺”所说的那样，倾听世界的声音，停止扩张，履行大国的责任。

上述文章在报道中国举行60周年庆典活动后，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评述，包括“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民族矛盾、军事扩张等，可谓“深入细致”、“全面透彻”。除引用《论语》的“六十耳顺”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外，其所描绘的中国只能用“可怕”、“令人担心”来形容，反映出《读卖新闻》有关中国的叙事框架带有明显的否定倾向。

2010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紧张。为缓和矛盾，中日两国政府做出积极努力，实现了政府首脑非正式会面。2010年10月6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

日中首脑会谈　中国应在互惠前提下取消报复措施

日中两国首脑实现对话可能成为修复因钓鱼岛（日本媒体原文为“尖阁诸岛”，后同——引者注）撞船事件而恶化的两国关系的契机。如果日中经济关系冷却，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并引起国内不满，中国所希望的从日本引进环境、节能技术也会停滞。中国的施压外交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了“粗野大国”的印象。中国大概是考虑到如果使日中关系更加恶化将会失去很多才答应会谈的吧。通过会谈，双方确认回到了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如果真是那样，中国就应该完全取消因此次事件而采取的对日报复措施，不仅要尽早释放一直遭扣押的藤田建筑公司职员，稀土出口也应恢复正常。

菅政权今后即使在贸易等方面深化对华关系，也应该在主权及海洋权益等问题上采取坚定立场。菅政权在强烈要求中国自制的同时，应加强海上保安厅的监视活动。海上保安厅拍摄的录像，也无需顾忌中国而应毫不犹豫地公开出来。《读卖新闻》所做民意调查显示，70%的人认为释放中国船长是不恰当的，其中四成的人说“那会给人以一给压力日本就让步的印象”。

上述社论反映出《读卖新闻》完全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待钓鱼岛撞船事件，把中国的反制措施说成是“粗野大国”的行径，把中国为缓和事态而采取的行动说成是经济上有赖于日本、为避免国内民众不满不得已而为之，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有关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则只字未提。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失公允，难免给读者以“中国政府不讲道理”的错误印象。

2011年11月1日，中国实现了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11月4日《读卖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但更多是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进行的解读：

中国的宇宙开发

11月1日，中国成功实现了“神舟八号”与9月末发射的小型宇宙实验室“天宫一号”的对接。中国的宇宙开发速度很快，1970年靠自身力量发射人造卫星，比日本晚了2个月，2003年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

在迅速发展的背后，是国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充足的预算，因为宇宙开发与军事技术是一体两面的，承担着构建能够对抗美国的军事力量的任务，此次对接成功在军事上意义非凡，可以将弹道导弹准确送入轨道，对卫星位置和速度进行微调。共产党政权也有通过宇宙开发弘扬国威的思考。迄今有利用国庆节等时间点进行发射的记录，也可以为今后的宇宙资源竞争铺路……

上述文章在报道中国实现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之后，便对其军事用途和政治含义进行了分析和阐发，并进一步延伸到未来的宇宙资源竞争，不乏大胆猜测和想象，让人不禁想到“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以上情况反映出，《读卖新闻》在涉华报道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社会问题频发、对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造成威胁的中国，与中国自身所追求的“和平崛起”、“美丽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目标相去甚远。

7.2.4　《朝日新闻》涉华报道分析

7.2.4.1　《朝日新闻》基本情况

《朝日新闻》创刊于1879年，最初由大阪商人木村平八创立，报名蕴含“旭日升天、万象惟明”之意，字体取自欧阳询的《大唐宗圣观记》。2012年《朝日新闻》日刊发行量达800万份，排在《读卖新闻》之后居日本第二。《朝日新闻》有员工约6300人，在国内外建有完整的新闻采编体系。

《朝日新闻》充满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色彩，文章平易、内容层次较高，成为日本知识阶层中普及率最高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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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2　《朝日新闻》2009年至2011年的涉华报道

笔者以与《读卖新闻》同样的方式对《朝日新闻》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涉华报道进行抽样，共得到987个样本，其中2009年305个，2010年285个，2011年397个。2010年由于日本发生东北大地震，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明显减少。进一步按种类进行分析，头版有50个样本，国际版有470个样本，政治版有67个样本，经济版有181个样本，社会版有189个样本，文体版有30个样本。中国新闻上头版的比例约为5%，平均每天刊登4条与中国有关的新闻、社论或专栏文章（见图7—5）。

从题材来看，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增长、人民币升值、二氧化碳排放、军费开支、新疆“7·5”事件、中国西藏问题、四川大地震、禽流感、中国台湾问题、六方会谈、钓鱼岛争端、高铁事故等事件同样受到关注外，该报对中日历史问题、中国与世贸组织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较多报道。与《读卖新闻》相比，两者在题材方面差异不大，均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等给予了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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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朝日新闻》涉华报道版面分布情况

与《读卖新闻》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相比，《朝日新闻》表现出一定的国际视野，其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表述也相对平和。仅以2009年3月6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世界重任“保八”》、2010年9月9日《钓鱼岛：不要使之成为争执之海的智慧》、20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创造日中交流的新契机》三篇文章进行举例分析：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世界重任“保八”

（2009年3月6日社论）

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8%的宣示。这是连续第五年提出8%的增长目标。迄今中国连续多年实际增长率为两位数，8%的增长率是为了控制经济过热，但今年有所不同，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保八”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温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为了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保八”是必须达成的目标。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也关注中国的经济潜力，希望其对世界经济给予支持。

中国政府已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用于扩大内需，制订了振兴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并多次降息，可谓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全力以赴。根据温总理的报告，为了真正扩大内需，今年的财政赤字将由去年的1800亿元增加到历史最高的9500亿元，并进行规模为5000亿元的减税。中国政府的决心应该给予肯定，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了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此也有批评。钢铁、水泥等需求的确有增加，但有些项目当前必要性不大，担心建设过程中出现渎职、浪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为保障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需要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刺激消费。《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大消费也是必然的。尽管说国家富裕了，但国民收入依然很低，去年城市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万元，并且医疗、福利等方面制度也不够健全，担心晚年生活或意外开支而把收入储存起来的人也很多。中国政府采取了增加对城市低收入者及农民补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等措施，但还不够。经过全国人大讨论之后，还需要采取其他追加措施。中国政府已认识到，依靠低工资向欧美及日本出口产品以发展经济的模式不是万能的。能否向重视民生转换，人们正拭目以待。

《朝日新闻》每年在中国“两会”期间，通过发表文章、社论等方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给予广泛关注。上述社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世界经济所做的贡献及在医疗、社保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是国际社会重要一员，对世界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9年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期间，《朝日新闻》同样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但角度和基调与《读卖新闻》有明显不同：

钓鱼岛：不要使之成为争执之海的智慧

（2010年9月9日社论）

在东海钓鱼岛海面，发生了中国拖船与日本石垣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船相撞、中国船长被逮捕的事件。钓鱼岛是被认定为日本领土并实际控制但中国也提出领土主张的敏感地区，双方对此次事件进行冷静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海上保安厅的叙述，中国船长在日本领海受到“与那国号”要求退出的警告后，将船首接触“与那国号”的船尾并逃走。中国渔船无视另一艘巡逻艇“水木号”多次发出的停船命令并突然掉转方向，与“水木号”相撞。“水木号”的船体有凹陷，甲板的铁制护栏倒塌。所幸没有人员受伤。根据海上保安厅发表的报告，船长的行为恶劣，被逮捕是理所应当的。

中国外交部声称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要求日本巡逻船停止在现场的活动。中国的媒体也报道日本巡逻艇撞了中国渔船，网上批评日本的声音也接连不断，日本驻华大使馆面前也出现了抗议日本的活动。

要探明真相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搜查，当前应尽量避免因国民感情对立而导致新的对立。仙谷由人官房长官说：“不要使事态升级，需要冷静处理。”这是非常沉着的判断。

尽管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人流、物流更加频繁，但要解决领土、领海问题还是非常困难的，何况在日中之间还留有战争记忆，主权问题极易刺激爱国热情，解决起来就更难了。“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下一代人会更有智慧吧！”前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曾这样讲过，将问题留给了后人。一代人过去了，仍没有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因此只能通过对话解决。双方都应该避免引起误解或疑心的言行。

日本政府采取了租借钓鱼岛私有土地、让海上保安厅严密防守、不允许活动分子登岛等措施以免引发冲突。中方虽然对租借私有土地、海上保安厅警备等提出异议，但也没有动用武力。双方都尽力避免领土问题动摇中日关系基础。但中国近年来海军力量的增长不透明，在与越南有争议的南海，大型渔政船保护中国渔船作业，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渔业与海军、海洋局的密切联系。

不信任会导致新的不信任甚至威胁感。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维持和平之海，日中双方必须协同行动。

上述社论尽管也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但对钓鱼岛撞船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理性的叙述，既传达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也转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对迄今双方为避免矛盾所采取的克制措施给予肯定，对妥善处理问题提出建议。文章反映出的是一个理性的中国，这一态度与《读卖新闻》一谈到钓鱼岛问题总是强调“钓鱼岛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对中国应采取坚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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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201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由于参加辛亥革命的许多人与日本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各界对辛亥革命100年庆典也很关注，《朝日新闻》发表了许多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文章：

辛亥革命100周年：创造日中交流的新契机

（2011年10月9日社论）

10月10日中国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在长江中游城市武昌爆发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以此为导火索，亚洲诞生了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领导辛亥革命的孙文，其理想是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在百年以后仍然闪烁光芒，因为它推翻了在中国大陆延续数千年的专制王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号称是“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继承者”，为了与台湾的统一，将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人们之所以关心辛亥革命，是因为有许多人对辛亥革命给予了支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留学日本的人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但现实中，日中关系并没有摆脱去年撞船事件造成的影响。菅直人前首相说：孙文有许多支持他的日本友人。这可能是想以辛亥革命百年为契机改善日中关系吧。但与辛亥革命有关系的日本人中，既有无私奉献的人，也有许多觊觎中国利益的野心家。出于对清政府的顾忌，日本政府对孙文是很冷淡的。辛亥革命20年之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媒体原文为“满洲事变”——引者注）。日本不是通过孙文所追求的王道，而是通过霸道侵略了中国。

不要总盯着历史，拿辛亥革命说事不能构筑稳定的日中关系！明年将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

在值得纪念的年份里展望下一个100年，政府和民间应致力于建立双重渠道，也希望重新成为大国的中国有面向未来的胸怀！

上述社论在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进行回顾后，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采取了不回避的态度，对构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提出期望。文章借古讽今，对中国有批评、有期待，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厚重及日本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

7.2.5　日本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综述

通过以上对NHK、《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三家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政治上实行一党制；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但经济发展不健全，环境污染、伪劣产品等问题严重，在世界范围内抢占资源；外交及军事上带有扩张企图，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社会充满活力但缺乏稳定和秩序，天灾人祸不断，民族矛盾突出；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但总体上道德水准不高。上述情况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政治上贬斥，经济上倚重，外交上竞争，军事上防范，社会文化层面上对中国既熟悉又陌生、既有发达国家的优越感又有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情感”的复杂态度。
[5]





注释


[1]
 参见［日］横山滋、米仓律：《孪生兄弟：信赖与批判》，载《放送研究与调查》，2003（3）。


[2]
 参见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42、100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
 参见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42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4]
 社论《钓鱼岛日：不要输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力》，载《读卖新闻》，2011-01-14。


[5]
 参见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1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3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日本传播策略分析

日本尽管曾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二战以后接受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新闻理念，且媒体业高度发达，普通民众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国际社会。这些特点要求中国在对日本进行电视传播时，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同时重视与日本电视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并积极开展媒体对话，在传播理念、媒体运营等方面加强沟通，增进共识，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7.3.1　努力提高中国电视媒体在日本的传播效果

根据北京大学王秀丽、梁云祥等人所做的调查，日本民众对中央电视台的接触率最高，近七成的被调查者曾经看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其中超过3/4的人表示他们观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的频率在每季度10次以上。
[1]

 “CCTV大富”堪称中央电视台在日本播出的主要渠道。

“CCTV大富”是由日籍华人张丽玲于1998年创立的，因最初由大仓商事与富士电视台共同出资，以转播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为主要内容，因此取名“CCTV大富”，属于“委托放送事业者”
[2]

 。“CCTV大富”通过日本卫星电视平台Sky Perfec TV播出节目，自成立以来在董事长张丽玲的带领下，在日本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赢得一席之地，日本内阁府、外务省、自卫队及全国半数以上的旅游饭店成为其用户。特别是2012年1月22日（中国农历除夕）实现日语化播出后，“CCTV大富”从外语频道调整到“新闻与经济”类频道，所有新闻节目配日语同声传译，其他文化类节目配日文字幕延时播出，为用户收看创造了有利条件，观众数量由10万户增加到60万户。2012年10月1日，“CCTV大富”进入日本NTT的IP电视“光TV”系统，用户总量达180万用户、约540万人。“CCTV大富”副社长邓澍宏介绍，日语化播出后，观众群迅速向日本主流人群扩散，除原来的在日华人、学习汉语的日本人外，从事与中国有关业务、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感兴趣的日本人也加入到观众行列，“CCTV大富”在日本主流社会的认知度有了明显提升。

如何看待中国电视媒体在日本的影响力？需要从受众数量及其观众反映等角度进行具体分析。目前“CCTV大富”的用户虽已达180万户、540万人，但与日本4000万家庭、1.2亿人口相比，还不到5%，仅能算作一个面向特定人群的小众媒体。根据2012年1月“CCTV大富”为配合日语化播出对日本政府官员、媒体专家、普通观众及旅日华人学者所做的采访，“CCTV大富”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信息及文化类节目，这与中日两国文化方面的深厚渊源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有直接关系，更反映出中国电视新闻影响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的总体印象不够真实准确，也不够独立和客观，认为媒体报道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而非信息传递。中国媒体“没有正确地传播信息，而是有选择地传播与政治有关的报道”，是“共产党的发言人”，“受政治影响很大”且“自由度低”
[3]

 。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有如此印象，其对中国电视节目特别是新闻节目的解读也就可想而知了。要提升中国电视媒体在日本的影响力，不仅要扩大受众数量、提高节目质量，更要全力提升媒体的公信力。

7.3.2　不断拓宽对日影视产品交流渠道

中日两国地域相近，人文相通，为开展影视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广播影视业发展水平较高，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曾在中国风靡一时，对青少年一代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影视文化产品制作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日本市场，中国电影《清凉寺的钟声》、《那山·那人·那狗》，电视剧《三国演义》、《和你在一起》、《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优秀影视作品在日本影院、电视台播放后，受到日本观众的喜爱，中国人的淳朴善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曾感染亿万日本观众，其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是不可替代的。今后应利用影视节、研讨会、交流年等渠道进一步加大对日工作力度，通过商业渠道让中国的优秀影视作品进入日本市场。

7.3.3　加强与日本主流媒体合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NHK、东京放送系统电视台（TBS）、朝日电视等日本电视媒体来华制作了大量介绍中国的电视节目，最具代表性的有《丝绸之路》、《望长城》、《中国》、《中国铁路大纪行》等。尽管其目的是让日本民众了解中国，但客观上对向日本传播中国的信息和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交往密切，日本电视媒体关注中国有其客观必然性。多做NHK等日本主流媒体的工作，为其记者来华采访创造一个宽松环境，促请日本媒体尽量呈现一个客观、全面、真实的中国，是提高对日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鼓励中日电视媒体共同制作电视剧、纪录片等节目，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有效方法。

7.3.4　积极开展中日媒体对话

由于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媒体功能差别很大，对此需要理性看待、充分沟通。2012年7月23日，笔者曾问有在中国长住经验的NHK资深新闻评论员加藤青延：“NHK的涉华报道算是客观公正吗？”他颇有感慨地说：“中国强调媒体的正面报道，而日本重视媒体的社会监督——飞机正常起降不是新闻，飞机坠落了才是新闻。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是NHK的职责，我只能从一个日本媒体人的角度进行把握。”分析日本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尽管负面内容较多，但大多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新闻的报道，与近几年国内事故频发、官员腐败等情况基本一致，这就不能有太多苛责。用西方的叙事框架报道中国是日本媒体习以为常的，这就需要我们主动与日方沟通，促其在涉华报道方面尽量做到客观、全面、平衡。中国媒体也应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只有中国的电视媒体真正赢得本国观众及国际社会的信任，才能为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
 参见关世杰主编：《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研究》，1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根据日本《放送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十三款规定，指自己有节目但没有播出设施而委托别的公司播出的广播电视事业者。


[3]
 转引自关世杰主编：《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研究》，1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第八章　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张岩*
[9]



8.1　新环境下中阿关系及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阿拉伯世界西起大西洋，东至阿拉伯海，北起地中海，南至非洲中部，连接亚非两大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政治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更加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开展了全面合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这也从很大程度上成功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世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提供了良好契机。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包括阿拉伯各大主流媒体，均盛赞奥运开幕式场面宏大壮观，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悠久古老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随着交流的加深，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在2008年后也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8.1.1　中阿政治互信深化

自1956年5月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50多年来，中阿双边关系不断深化，从“友好合作关系”到“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至2010年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
[1]

 。双方各层面的高层互访频繁，常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保持磋商与协调，不断深化互信平等。2009年，温家宝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image: ]
 总部发表题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立场
[2]

 ，体现了中阿是好朋友、好伙伴，促进了中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image: ]
 ”，中国坚持“两个尊重”的原则，即尊重各国对制度的选择，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3]

 中国多次在国际会议中支持阿拉伯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主张地区事务要由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决定，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追求变革的愿望和诉求，支持地区国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反对外国侵略、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立场和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也越来越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8.1.2　中阿经济互利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阿经贸具有互补优势，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双方贸易额从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时的364亿美元攀升至2009年的1074亿美元，相互直接投资累计从11亿美元增加到55亿美元，工程承包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从135亿美元提高到700亿美元。
[4]

 至2010年，双边贸易额增至1454.2亿美元。最近10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阿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30%以上，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
[5]



2006年以来，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投资目的地大多是那些石油能源丰富、地区影响相对较大和政治比较稳定的国家，如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西亚的沙特、阿联酋等国。2010年，阿联酋位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第20名，投资总额约为3.49亿美元。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国家局势不稳的影响，中阿双方经贸往来都因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而蒙受损失。但是，中阿经贸合作依然有着可以继续向前发展的乐观前景。对此，不少学者给出了对策和建议，如灵活调整对外政策、摈弃对中东国家的贸易“歧视”
[6]

 、减少对阿石油依赖、提高对阿劳务输出质量
[7]

 等。阿拉伯世界剧变虽然使中阿经贸遭受重创，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机遇。这些国家变革后的重建将蕴含巨大商机，届时中阿之间的经贸合作依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8.1.3　中阿文化互动多样

在中阿政治、经贸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阿间的文化交流日趋多样化，在官方交流不断展开的同时，民间交流也日趋频繁。2010年，四川德阳杂技团赴阿联酋商业演出，江西杂技团参加利比亚商业演出，残疾人艺术团赴阿曼、科威特有偿演出等都取得了成功。
[8]



官方交流力度加大，不仅涉及文化艺术领域，而且扩展到了教育、新闻等方面。中国政府重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先后在黎巴嫩、科威特、卡塔尔、埃及等国举办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其中2012年在埃及、黎巴嫩等国举办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就备受关注和喜爱。旨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image: ]
 在黎巴嫩、约旦、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阿联酋等国陆续揭牌成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机构在阿拉伯国家设有代表处和记者站。2009年7月，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正式开播，22个阿拉伯国家近3亿观众可通过卫星电视24小时收看节目。这一举措以全新的方式向阿拉伯国家展现了真实的中国，推动了中阿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多次派遣阿拉伯艺术家、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阿拉伯艺术节”、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文化活动。2010年“沙特文化周”、2011年“科威特文化周”在北京举行，加深了中国人民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进一步推进了中阿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8.1.4　新环境下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形象建设要务

从丝绸之路开始的中阿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多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保持着这种固有的美好友谊。在新的环境下，阿拉伯国家人民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依然有着强烈的关注。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许多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阿拉伯国家迫切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而阿拉伯国家各种媒体对于“中国声音”的关注也日趋增多。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有关中国的新闻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刊和广播电视节目中。

中国的发展成就尤其是经济成就，以及中国在阿拉伯地区事务中的态度，是当前阿拉伯国家普遍的关注点。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形象，也多以良好的经济形象为主，政治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略显薄弱。

要塑造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形象，就必须立足现实，利用各类新媒体和新技术。通过打造更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外宣平台，多种渠道联动，全媒体齐发，加强中阿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有效的外宣策略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增进双方的友谊和了解。



注释


[1]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关于中阿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天津宣言》，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14/c_12102743.htm，2010-05-14。


[2]
 参见《温家宝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全文》，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08/content_12407835.htm，2009-11-08。）



[3]
 参见《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公报》，见http：//www.cascf.org/chn/dsjbzjhy/t695039.htm，2010-05-17。


[4]
 参见《温家宝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3/c_1299655.htm，2010-05-13。


[5]
 参见《温家宝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8/c_111449624.htm，201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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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石岳文：《商演不再是独角戏　中阿文化交流的春天正在到来——“十一五”以来中阿文化交流印象》，载《中国文化报》，20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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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岩，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报道杂志社编辑、记者，原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中国青年网国际传播中心主任。


8.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阿拉伯世界面积广阔，国家众多，加之“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动荡局面以及舆论的纷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典型媒体选取的难度：既要考虑到所选媒体的影响力和代表性，同时也要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最终，笔者从没有直接发生局势动荡的阿拉伯国家中选取了两家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媒体，即沙特《生活报》[image: ]
 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image: ]
 。同时，这两家媒体也堪称具备国际化水准和创新精神的阿拉伯现代媒体的代表。

8.2.1　沙特《生活报》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阿拉伯语报纸《生活报》创办于1946年1月28日，被称为“独立的阿拉伯语国际政治日报”。《生活报》从创刊伊始就成为在形式、内容创新、经验及专业新闻等方面的引领者，至今它都致力于对时代发展和前沿资讯的介绍，同时努力实现新闻报道、信息披露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协调。

2005年，《生活报》沙特版开始发行，报纸版面别致，信息丰富。该报以报道国内新闻时事为重点，同时设有阿拉伯世界新闻和国际新闻版块，以方便读者同时掌握国内外情况。

2002年10月，《生活报》推出网络版，服务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读者。2012年5月，《生活报》网站设立的数字单元能将报纸的内容发送到各种数字平台上，包括网站、移动便携媒体、iPad和手机。

8.2.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于1996年由卡塔尔国家元首埃米尔斥资上亿美元创办，当年11月正式开播，每天播送6小时节目。从1999年2月1日开始，它的卫星电视频道实现了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报全球资讯。半岛电视台创办初期恰逢BBC中东频道解散，半岛电视台顺势招聘了250名原BBC具有专业新闻从业经历和严谨工作作风的专业人士。此后，为了更方便获得消息，半岛电视台又陆续招募了一批熟悉当地情况且拥有广泛人脉关系的当地记者。就是这样一家仅有几百名员工的电视台，在短短几年间就已经与BBC、CNN等世界知名媒体并驾齐驱，跻身世界主流电视媒体的前列，其传播影响力不可小觑。

作为收视率最高的阿拉伯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播报形式多样，消息来源广泛。其电视节目中包含了大量的现场直播、与前方记者连线、24小时新闻滚动播出等。对于当代媒体，第一手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半岛电视台坚持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半岛电视台记者的原则。早在1998年，美英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时，半岛电视台就因巴格达现场报道崭露头角。3年后，在美英联军对阿富汗实施空袭后，塔利班[image: ]
 政权禁止各国记者进入阿富汗境内，而半岛电视台却作为唯一一个获准进入塔利班控制区的电视媒体，得以获得珍贵的阿富汗战争独家新闻报道。此外，“9·11”事件后，当全世界都想知道本·拉登下落时，只有半岛电视台播出了本·拉登讲话的录像。半岛电视台也因播报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image: ]
 的发言和活动及伊拉克战争而闻名，被称为“中东的CNN”。目前，半岛电视台在全球拥有6500万观众，其中4500万为阿拉伯观众。就是这样一家小型电视台，却能做到让诸如CNN等大型国际知名媒体向其购买独家新闻画面。


8.3　阿拉伯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目前世界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议论和评价多是由西方舆论提供的，而西方舆论中不乏戴着有色眼镜的负面描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比比皆是。那么，中国国家形象在阿拉伯世界的投射是否也如其在西方一般？抑或全然相反？

为了获得科学的结论，笔者对《生活报》以隔月统计的方式，抽取从2011年3月19日至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战争期间共4个月的阿文版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则从2012年3月29日至4月18日共3周，对每天中午11点（麦加时间）的新闻半小时进行分析。

8.3.1　沙特《生活报》上的中国国家形象

在研究阿拉伯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一问题时，笔者首先关注的是阿拉伯媒体究竟哪种立场的报道居多，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令人欣喜的是，《生活报》4个月共557条涉华报道中正面报道
[1]

 196条（占35%），中立报道
[2]

 259条（占47%），批评性报道
[3]

 102条（占18%）（见图8—1）。可见《生活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立场是中立偏正面的。在统计中，出现频率从高到低的新闻类别依次是“政治”239条（占43%），“经济”144条（占26%），“体育”31条（占6%），“文化”22条（占4%），其他类121条（占21%）（见图8—2）。

[image: 33]


图8—1　沙特《生活报》4个月557条涉华报道立场分析

[image: 34]


图8—2　沙特《生活报》4个月557条涉华报道新闻类别分析

8.3.1.1　政治形象

239条政治类报道中，正面报道56条（占23.4%），中性报道126条（占52.7%），批评性报道57条（占23.9%）。需要指出的是，在利比亚战争期间，《生活报》上的政治报道可分为两类：一为中国在中东剧变局势下的立场和行动；二为一般性的涉华报道。这也是在“阿拉伯之春”局势中的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采用的普遍模式。

对于在中东剧变局势下的中国立场和行动，130条报道中有74条持中性态度，大多数新闻仅是客观报道中国在此期间的表态，诸如“中国反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中方反对武力解决利比亚问题，只有对话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俄中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叙利亚问题”等。但不难发现，一些报道还是带有批评性，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正在变糟”、“中国只顾本国利益，而不重视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益”、“由于俄中等国的反对，安理会迟迟不能承担起对叙利亚应负的责任”、“俄中的决定将导致叙利亚国内更多的暴力活动”等。同时，《生活报》上也有不少正面的消息，如“民众游行支持叙利亚政府和阿萨德，感谢中国支持叙利亚政府”、“俄中在安理会的决定将阻止外国势力的非法干预”等。

在一般性的涉华报道中，有52条持中性态度，34条持正面态度，23条持负面态度。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上，《生活报》大多采取或正面或中性的态度，如中国与沙特的友好关系、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入联、国家领导人互访、中国向亚洲国家承诺不称霸等。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上，一些报道从不同方面对此提出批评，如“俄、中、伊朗网络监管严重，屏蔽一些大型网站”、“中国禁止士兵使用社交网络”、“中国警察殴打地摊贩”等。

从取样结果分析可见，《生活报》上中国的政治形象是中性偏正面的。《生活报》对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作为基本上持较为赞同的态度，该报对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但是，在涉及阿拉伯世界一些敏感问题时，该报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和批评声音依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表态是引起阿拉伯世界不满最多的。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对外传播力度不够，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听到中国真实的声音，中国毕竟在国际传播上没有西方强势媒体的同等话语权，这使得西方带有导向性的新闻源被阿拉伯媒体采用后，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读者；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对中国也缺乏了解，存在盲区，这使得他们常常误读中国国家形象。我们会发现，如同西方媒体经常质疑中国一样，《生活报》上也不乏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尽管取样中有些未能覆盖，但是有关中国的人权话题，包括底层民生、计划生育、就业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和舆论管控等话题，经常会出现在阿拉伯媒体的负面报道中。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恰恰反映了中国对外传播的薄弱环节，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清楚、及时地向外界传递中国自己的声音、展现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

8.3.1.2　经济形象

与政治形象不同，《生活报》所展示的中国经济形象基本是以正面为主。144条经济类报道中，正面报道达81条（占56.3%），中性报道52条（占36.1%），批评性报道仅11条（占7.6%）。

在经济领域，外媒始终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阿拉伯媒体也不例外，任何与经济挂钩的话题都会成为其关注点。如今，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活报》将中国描述为“带动世界经济的龙头”。作为沙特重要出口国的中国，《生活报》关心中国各种经济指标的变动，如“中国对外投资2月内增长13%”、“中国今年前2个月工业盈利同比增长34.3%”等，试图通过这些数据来推测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攀升为中沙合作带来机遇，中国和沙特的经贸合作、石油合作不断升温。但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是中国面临的挑战，《生活报》多次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创新高、通货膨胀也创新高”、“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虽然中国政府试图放缓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中国经济增速仍高于预期，这可能使中国政府再次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消费”等内容。11条批评性报道主要关注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如“中国生产的婴儿奶瓶上的奶嘴质量不达标，材质与包装所写不同”、“中国企业造假”等，还指责“中国政府操纵货币”，并希望“中国不应局限于自身的利益，应该关注世界的经济利益”。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可见，《生活报》对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形象是认可的，总体上给予正面的评价，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汇率和商品质量等问题仍持负面态度。

8.3.1.3　体育形象和文化形象

通常而言，外媒对中国形象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本章之所以加上体育这一类别，是因为在统计《生活报》的数据时，“体育”类新闻意外地超越“文化”类成为第三大热点。有关中国网球、游泳、跳水、足球等的新闻时常登上《生活报》的版面，如“在跳水比赛中，中国保持着霸主地位”、“姚明退役”等。在31条体育新闻中，有15条是关于中国足球的。从报道内容上看，《生活报》显然对中国足球并不看好，其言语中不乏贬低之词，如“中国队证明了自己是获得黄、红牌最多的队伍”、“中国足球丑闻不断”等。

《生活报》对中国文化的报道并不多。在取样的全部557条报道中，文化新闻仅22条，比例还不到5%。但值得一提的是，这22条新闻中有13条正面报道、7条中性报道，批评性报道只有2条。正面和中性报道分别从建筑、专利申请量、油画、美食、考古、音乐、翻译等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如“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专利数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吉达希尔顿酒店推出中国美食节”、“中国学者首获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image: ]
 ，这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交流”等。

可以看出，中国的体育形象在《生活报》上是偏正面的，这与中国近年来在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中屡创佳绩息息相关，同时说明中国在体育领域的积极作为和优异成绩越来越吸引世界媒体的关注。相反，《生活报》似乎不大关心中国的文化，这恐怕是因为阿拉伯媒体普遍缺乏对中国文化整体和全面的认知。无疑，中国的文化在阿拉伯地区传播不够，阿拉伯民众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了解不深，认知有限。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现在已经成为综合国力评估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与日俱增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相称。由于传播文化的平台和途径相对较少，加之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阿拉伯受众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文化在阿拉伯国家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在对外传播时，不仅要重视在政治、经济领域树立正面的形象，更应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宣传内容上，除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大力传播，还要注重对现代和当代文化的推介和弘扬，着力加强对阿拉伯受众的研究，促进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

8.3.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阿拉伯的电视媒体和报纸类的平面媒体有很大不同，在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之前，有必要对阿拉伯的电视媒体做一个简要、直观的介绍，尤其是此次选取的是颇具代表性又颇受争议的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自创办之初就力争突破阿拉伯媒体新闻报道的传统，力求创新，这也使其备受争议。1996年6月，卡塔尔解散了负责媒介审查的信息部门，使得半岛电视台享受到空前的言论和编辑自由。
[4]

 半岛电视台的座右铭是“意见与异见”，坚持报道的“公正、独立、全面、平衡”，让观众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然而，半岛电视台直率大胆的报道风格还是让阿拉伯民众对其又爱又恨。

一方面，在半岛电视台成立以前，阿拉伯民众对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BBC、CNN等西方媒体，但因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新闻垄断所引发的不满，当地民众更愿意听到来自内部的声音。半岛电视台的诞生正好满足了阿拉伯民众的这种心理，而该台多次曝光“基地”组织的讲话录像，更是契合了民众的反美心理。半岛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很有吸引力，以往无人敢在阿拉伯电视频道上谈论的妇女、宗教等敏感话题，现在通过半岛电视台不仅可以观看，还可以打入电话直接参与互动。另一方面，半岛电视台节目中涉及的政治、宗教、社会方面的敏感问题也挑战着一些阿拉伯人敏感的神经。该台对地区事务进行的大胆评论也招致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其言论更是得罪了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和高层领导，沙特、约旦、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等国都曾因此关闭当地的半岛电视台分社或召回驻卡塔尔的记者。
[5]



尽管阿拉伯人对半岛电视台的态度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地区确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是目前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阿拉伯电视台。

根据节目安排，半岛电视台每天在不同时段循环播出新闻。此次被选为研究对象的电视栏目为麦加时间11点的新闻，分为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两部分。在所取样的2012年3月29日至4月18日这3周内，11点新闻共播出了223条。其中阿拉伯地区新闻132条（约占60%），其他国际新闻91条（约占40%）。在国际新闻中，中国新闻有5条，占5.5%，包括1条政治新闻和4条经济新闻。同一时间段，美国新闻达10条，法国新闻也有9条。对比之下，中国新闻虽然不算少，但在数量上和有关西方国家的新闻相比仍有差距。尽管取样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半岛电视台对中国的关注不如对欧美国家高，这一点与笔者在阿拉伯世界做过的一份小调查相符。根据那份调查，被采访的阿拉伯人普遍表示，从阿拉伯电视媒体上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新闻“不是很多”。

在统计过程中，笔者还发现，这21天半岛电视台的头条新闻无一例外都是有关叙利亚局势的。而唯一一条与中国有关的时政新闻，其实也在谈论叙利亚问题：2012年4月18日，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在访问北京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半岛电视台驻北京站的记者参加了采访并将视频传回半岛电视台。换言之，这21天的政治类新闻中没有一条真正介绍中国发生的新闻。可以说，从半岛电视台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很难看到中国的政治形象。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从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也可看出一二。在中国新闻只有5条的情况下，经济新闻占了4条，比例高达80%，这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领域。但是，这个报道数量不足以让观众获得对中国经济全面、深层的认识。不过，这些新闻报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中国银行的利息政策等内容，虽然观众从中无法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形象，但依然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从半岛电视台的取样数据统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新闻在其中仅占很小的分量，而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电视作为阿拉伯民众信息来源的主渠道之一，有着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如果中国新闻能在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阿拉伯电视台上增加播出率，无疑能有效扩大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8.3.3　《生活报》和半岛电视台上的中国媒体

除了分析中国在这两家媒体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象外，笔者还试图寻找其中的中国媒体形象，了解阿拉伯媒体是如何看待中国同行的。

在关于《生活报》的研究数据中，从新闻内容上看，没有一条新闻介绍中国媒体或与之相关的内容，但从新闻来源上看，有部分报道源自新华社。《生活报》557条涉华报道中自采的报道有197条（占35.4%），来自国外媒体和通讯社的报道有357条（占64.1%），另外3条为综合消息或未明确标明来源。有些报道的供稿来源仅一家外国媒体，有些则源自多家外媒。其中法新社是193条报道的供稿源（占53.5%），路透社是135条报道的供稿源（占37.4%），美国合众国际社52条（占14.4%），美联社50条（占13.9%），10条报道源自新华社（占2.8%）。这10条报道中有8条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涉及的机构也多是中央行政机构，1条介绍普通百姓，另有1条关于中国企业。从结果上可以看出，《生活报》只有在涉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动态和中国中央机构的新闻上，倾向于选取中国媒体的稿件，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采用新华社的稿源，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媒的其他报道内容，尤其是有关社会民生、文化艺术的报道则很少被采用。除新华社以外的中国其他新闻媒体的稿件更是完全没有出现在《生活报》上。

在关于半岛电视台的统计数据中，无论从新闻内容或是从新闻供稿来源看，都不曾出现中国媒体的身影。在223条报道中，有218条是自采新闻（占97.8%），另外3条新闻源自其他阿拉伯媒体（占1.3%），剩下两条新闻源自西方媒体（占0.9%）。不过，在2012年3月31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image: ]
 宣布提名其副主席海拉特·沙特尔[image: ]
 为埃及总统候选人的记者会上，笔者通过半岛电视台的画面看到了熟悉的印有CCTV标志的麦克风。尽管影响力有限，但中国的新闻媒体已经逐步增加向阿拉伯地区派出驻外机构人员，以获取最新鲜的第一手消息，同时更多地向当地民众传递“中国声音”。

上述统计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在阿拉伯媒体上依然缺少话语权。阿拉伯媒体对中国的介绍或报道主要靠自采或源自西方媒体，在信息传递中难免会因意识形态、感情偏向、翻译误差等种种因素导致最终传到受众那里的消息发生变化甚至扭曲。中国要想向阿拉伯世界传达自身清晰、正确的形象，扩大对外宣传力度、提高话语权、提高报道被转载率是首要任务。

8.3.4　阿拉伯民众眼中的中国媒体

除分析阿拉伯媒体眼中的中国媒体之外，阿拉伯民众对中国媒体的看法也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因素。阿拉伯民众虽然对于中国的信息很感兴趣，但是调查发现，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很少是通过中国媒体获得的。说到中国的媒体，除一部分人知道中央电视台之外，普通民众基本答不出其他中国媒体的具体名称。

调查显示，阿拉伯民众了解中国新闻的四大主要渠道是：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而在被问及通过哪种媒体渠道来了解和认知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个问题时，近九成的受访者选择了电视（视频）这一传播渠道。也就是说，尽管阿拉伯人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但是电视（视频）是目前最有利于直观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平台。因此，电视媒体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渠道。

面对传媒全球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媒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并融入到传媒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通过开播各语种的国际频道传播“中国声音”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继中、英、法、西班牙语国际频道之后，中央电视台于北京时间2009年7月25日12点开播了第五个国际频道——阿拉伯语频道（以下简称“阿语频道”），它通过阿拉伯卫星和尼罗河卫星传输电视信号，覆盖中东和北非地区，通过中星6B卫星覆盖亚太地区。开播之后，22个阿拉伯国家近3亿观众使用家庭卫星接收天线即可收看来自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的节目。该频道以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其节目以新闻为核心，文化、服务和娱乐节目为补充，设有新闻、专题、娱乐和教学四大类九个栏目。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在阿拉伯国家的受欢迎度和实际传播效果，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于2012年1月至2月面向全球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583名观众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观众中，有97.34%的人通过电视收看央视阿语频道节目，每天观看时间超过1小时的观众占68.34%，72.68%的观众对阿语频道的节目表示满意。
[6]



在新闻报道方面，关注度依次为中国新闻、阿拉伯新闻和国际新闻，其比例分别为32.64%、23.70%和23.11%（见图8—3）。可以看出，阿拉伯观众十分关注中国新闻，因此，国内的阿语媒体要想加强对外传播力，就必须重视对中国新闻的报道。

此次问卷调查还涉及观众感兴趣的专题节目。调查显示，最受阿拉伯观众喜欢的央视阿语频道节目依次为《话说中国》、《中国之旅》以及纪录片（见图8—4）。可以看出，阿拉伯观众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国内的阿语传媒机构可大力报道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中国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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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观众最感兴趣的新闻报道

资料来源：李宇：《提升对阿拉伯国家传播能力——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载《对外传播》，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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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观众感兴趣的专题节目

资料来源：李宇：《提升对阿拉伯国家传播能力——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载《对外传播》，2012（8）。

在“观众最感兴趣的主题”问题调查中，中阿关系成为了调查者最为关注的主题，而民族问题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见图8—5）。由此可见，在中阿交往中，双方应该在政治关系良好、文化经贸合作发展迅速的基础上开展双边互补性合作，同时借助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同阿拉伯民族具有同源性的优势，深化传播内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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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观众最感兴趣的主题

资料来源：李宇：《提升对阿拉伯国家传播能力——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载《对外传播》，2012（8）。

尽管单纯从调查数据来看结果还是相对令人满意的，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在阿拉伯观众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在逐渐提升，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截至2012年5月，除阿拉伯国家外，已有13个国家开办了阿拉伯语频道，它们分别是BBC阿语、德国之声阿语、法国“24小时”电视台阿语、欧洲新闻卫视阿语、今日俄罗斯阿语、韩国世界阿语、土耳其TRT阿语、伊朗世界阿语、美国自由阿语电视台、CNBC阿语财经频道、亚洲商务卫视、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和天空电视频道。
[7]

 除此以外，在阿拉伯世界还有半岛电视台、黎巴嫩广播公司这些极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电视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暂时还无法脱颖而出，成为阿拉伯观众关注中国、了解中国的首选。在传媒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使用对外传播资源及传播途径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摆在阿语传媒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释


[1]
 正面报道：新闻旨在反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绩，对各项活动和决策给予肯定，强调社会和谐、稳定和支持。


[2]
 中立报道：报道素材较为平衡，不涉及争议性的新闻材料。


[3]
 批评性报道：对国家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政治不稳定、经济阻碍、腐败、违法、不公正等现象进行报道和批评，体现舆论监督的力量。


[4]
 参见杨凯：《透视半岛电视台》，载《新闻爱好者月刊》，2008（5）。


[5]
 参见陆晔、展江：《战火中崛起的半岛电视台》，载《今传媒》，2004（5）。


[6]
 《CCTV阿语国际频道完成网络问卷调查及分析工作》，见http：//www.cctv.com/stxmt/20120328/110259.shtml，2012-03-28。


[7]
 参见李宇：《提升对阿拉伯国家传播能力——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载《对外传播》，2012（8）。


8.4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阿拉伯国家传播策略分析

新的国际背景和时代发展给中国对阿外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采取适应新时期的外宣策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通过对阿拉伯主流媒体上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要加强对阿外宣、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重中之重。

我国目前针对阿拉伯地区的媒体外宣主要靠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等渠道。开播于1957年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广播在阿拉伯地区有较高影响力，受众人数相对更多，但是其传播力也依然有限。中国的阿文报刊受到发行等因素的限制，以及民众阅读习惯等原因，其传播力更是相当有限。2009年开播的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针对阿拉伯语观众播放的外宣阿语卫星电视频道，开播以来在阿拉伯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相比其他阿语电视台，在节目的编排、选取、制作和播出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可以说依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随着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应用，网上外宣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阵地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又一重要渠道。尤其是三网融合之后，网络电视台的兴起又给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电视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此，可以采取如下策略加强传播效果。

8.4.1　打造更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外宣平台

对阿传播要做到多种渠道联动，各种形式齐发，即不仅把卫星电视频道作为传统的主要传播平台，同时要从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出口对国际重大事件发出声音、发表观点，用中国声音引导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人民的交流形式与对话机会日益广泛、丰富、深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文化之间因“文化缺省”而造成的文化理解上的困难，也为中国声音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创造了条件。近年来，随着我国媒体传播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不但不害怕发生重大事件，反而将其视为对外传播的良机，利用重大事件吸引受众目光，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信息获取和国家形象塑造上，中国必须继续加强电视媒体的外宣力度，持续提高电视传媒在阿拉伯国家的受众肯定度。电视媒体作为一个良好的平台和载体，是中国对阿外宣面临不同地域的媒体竞争中最先应该突围的。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阿拉伯国家日益关注中国媒体所代表与传递的中国话语，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中国媒体对外宣传的机遇。为了在全球化时代下营造自己的品牌，同时扩大中国本土阿语媒体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我国的对阿传播媒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强化新闻报道，真实并及时地报道消息。迪拜记者协会[image: ]
 在2012年4月30日公布的研究报告《阿拉伯传媒展望2011—2015》（2011—2015[image: ]
 ）中指出，在“阿拉伯之春”前后，阿拉伯受访家庭中每天关注新闻的人数由26%上涨至58%，阿拉伯民众普遍希望获得更多来自不同媒体的信息以满足其不断扩大的新闻需求，这给了中国阿文媒体难得的扩大影响力的机遇。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受众定位清晰、报道立场明确，很好地满足了民众对新闻的需求。

其次，节目内容和新闻报道应实现本地化。对阿传播媒体既然是为阿拉伯国家的观众服务，在节目制作时就应该更多地考虑他们的收视习惯和实际需求。迪拜记者协会的《展望》调查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受众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类型依次为：新闻、电视剧、电影、娱乐、体育、音乐、喜剧片。中国的阿文媒体只有有的放矢，播发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再次，必须加大涉华新闻的报道力度。在报道上，只有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新闻，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并达到积极引导和影响舆论的目的。

最后，要建立长期有效的观众调查与研究体系。观众既是电视传播的对象，又是信息反馈的主体，要获得电视节目的高收视率，建立有效的观众调查至关重要。只有掌握阿拉伯受众的收视习惯等信息，中国媒体播放的节目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满足不同观众对信息的多种需求。

另外，要利用重大事件，抓住外宣良机。面对国际重大事件，不仅要把事件本身向阿拉伯世界进行客观陈述，同时还要将中国对此的观点一并清晰、有力地传播出去，如央视阿语频道的《对话》[image: ]
 栏目和《今日中国》[image: ]
 杂志阿文版的《我们都来自东方》栏目，都是针对这一思路而设置的。具体来说，这类阿语节目或栏目，在内容选择上需要更加开阔，讨论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重大事件和问题，而要具备全球化视野，探讨世界各国的热点问题，以加强受众对中国的印象，塑造中国积极活跃的国际形象。此外，在嘉宾和作者的选择上，应更注重提高权威性，尽可能从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著名阿拉伯语研究学者中进行选择。在话题设置上，建议增加深度，选择那些真正具有讨论价值、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

8.4.2　加强中阿之间的信息交流

增进了解，促进合作，需要知己知彼。尽管现代社会是个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但这不等于双方所接收到的信息是对等的。事实证明，虽然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与交流逐步密切，但是文化误读、文化成见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正如著名文化学者、《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20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怀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颇的文化观念，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由于长期以来中阿之间信息传播与交流的不对称，相互“对接度”并不是很高。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信息播报依然停留在传统方式上，除了热点时事的消息报道，对于阿拉伯社会的其他层面，尤其是现代阿拉伯人的社会民生、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情况的报道偏少，使中国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印象过于刻板和单一，那就是“战争”、“宗教”与“神秘”。相对的，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尽管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抱有很强烈的了解欲，可是由于中国媒体对阿传播的影响力有限，加之双方语言的巨大差异，因此阿拉伯人直接获得有关当下中国的一手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更多是通过西方媒体及其他传播力广泛的世界级媒体获得二手、三手信息。这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流失和扭曲，由此产生的“文化误读”更是直接影响了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诸多看法。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独立生长”。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在对阿传播方面要表现得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地发声，更加主动地让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与中国对话，形成双方文化的交流和包容，共同达到跨文化传播的和谐境界。

因此，加强中阿之间的信息交流刻不容缓。

首先，要加强与外国媒体的合作，借助国外媒体传达中国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中国一些敏感和有争议的话题，国外公众对中国以外媒体的信任度往往高于对中国媒体的信任度。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薛庆国教授在《关于在阿拉伯媒体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较之斥以巨资打造面向世界的中国媒体，利用国外媒体发出中国声音，能够用较小的成本，起到更自然、更有效的引导舆论作用。”
[1]

 在2009年新疆“7·5事件（2009[image: ]
 ）”发生后，薛教授正是通过在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生活报》上用阿拉伯文发表长篇文章，来说明“7·5事件”的真相，对扭转事件发生后阿拉伯世界对我国不利的舆情起到了解疑释惑作用。

其次，中国有一批精通外语、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由他们参与对外传播工作，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发出中国声音，可以弥补官方媒体的诸多不足。

再次，中国媒体可开展与阿拉伯国家媒体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BBC等一些国际媒体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最后，要以国内媒体为平台，给外国记者创造直接采访中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普通百姓的机会，通过外国记者的眼睛来看中国。

加强中阿之间的信息交流，尤其要注重网络交流，大力发展网络外宣。如今，互联网已经高度普及，网络正逐渐成为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与传统外宣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覆盖面、信息量、传播时间等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这也就意味着网络外宣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播成本、传播效果上均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阿拉伯国家网民数量也在急剧增长。《阿拉伯互联网世界》杂志[image: ]
 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阿拉伯国家网民数仅为1200万人，约占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的4.28%
[2]

 ，而随着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阿拉伯网民人数实现大幅度增长。从2008年统计的数字来看，即使在也门、巴勒斯坦、伊拉克等互联网入户率较低的阿拉伯国家，从2000年到2007年，互联网入户的增长率也都超过了180%。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网络来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信息交换和交流，是具备极高可操作性的。要实现上述目的，就必须加大在网络宣传中视频、音频、图片的数量比重，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外宣电视频道与网络的同步，以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随着技术的发展完善，将电视媒体与移动终端、互联网有机结合的三网融合模式正逐渐成为电视媒体传播的主流，网络电视台在未来的对阿传播中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与阿拉伯方面加强新形式报道的合作，开拓更多的合作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的阿语外宣网络媒体几乎全是官方新闻媒体，如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等。受到网站整体风格的影响，其阿文版面也带有比较浓重的官方色彩。因此，在现有版面之外建立以参与性、互动性为主的阿语留言评论区和网络论坛显得尤为必要。只有直接面对大众群体，实现网友之间有效的交流和互动，才能淡化新闻网站的官方色彩，增强传播的效果。

以阿拉伯国家网络状况调查数据为例：2006年阿联酋的上网人数为63万，网民中约76%为男性，其平均年龄为27岁；也门有1500多家网吧，其中大学生和中学生网民占95%。
[3]

 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网民的平均年龄较低，因此形式活泼的网络论坛更容易吸引他们加入，而网络传播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力尤其不容忽视。阿拉伯国家的新闻网站就非常重视互动，如埃及《金字塔报》[image: ]
 的官方网站就设置了完整的互动栏目，通过一些当地比较盛行的聊天工具进行社交网络方面的互动。因此，阿拉伯文网络论坛是发展民间阿语传播的有效途径。

8.4.3　推动“本土化”的方针战略

外宣机构“本土化”的具体做法是将广播电视栏目、外宣书刊的编辑策划和发行部门向对象国前移，设立工作站、记者站或分社，让外宣品制作人员的思维更贴近受众，让刊物或节目发布的时间与当地时间对接，这是解决外宣内容针对性、实效性的有效方法。本土化的好处在于，前方编辑部便于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受众需求，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力量，通过聘用本土雇员、组织本土专家顾问团、成立读者俱乐部、走访同行、举行座谈会、展开问卷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大在对象国信息收集和反馈力度，及时将各方面意见体现到外宣内容中。

对于新闻媒体来讲，记者站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新闻采编工作，向国内发回消息。而针对新时期外宣工作的需要，记者站的工作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如进行受众调研、联系海外撰稿人、发行广告、组织实地宣传活动等多方面的业务，成为外宣机构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的工作手臂。本土化要以宣传对象国为中心，围绕当地特有的工作环境，调整国内本部的工作时间、方式和重点，让国内的部门为前沿的策划服务，形成“本土化机制[image: ]
 ”下新的外宣链条。此外，本土化既要贴近受众，又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在聘用外籍员工或专家顾问时，需要对他们进行中国的国情培训，使其适应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在刊载外籍人士撰写的文章时，也要建立审核制度，对内容和语言有所把关。

而中国对阿外宣“本土化”战略一个较成功的案例就是阿文版的《今日中国》杂志。2004年10月《今日中国》中东分社在开罗成立后，从当年第10期杂志起，《今日中国》阿文版的策划编辑、出版发行移至开罗，建立了在国外印刷、发行的运作模式，成为中国首家在海外用当地文字出版发行的期刊。《今日中国》阿文版通过这种方式更容易进入阿拉伯社会的发行主渠道，同时有埃及的出版和传媒人士参与其中，使其内容更贴近阿拉伯世界受众的思维习惯，满足阿拉伯读者对有关中国的报道的需求，力求让他们“一册在手，走遍中国”。

在电视媒体方面，早在中央电视台开设阿拉伯语频道之前，1999年9月中央电视台驻埃及开罗记者站就已经成立，主要负责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新闻报道。2009年阿拉伯语频道开播之后，为了增强“新闻现场感”和“本土化”效应，许多精通阿拉伯语和英语的中国记者被陆续派往阿拉伯各国，深入当地采访。埃及记者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利比亚战争、阿富汗动乱和叙利亚战争中发回独家报道，通过卫星频道的播放，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发出的声音。

8.4.4　多注入现代元素，形成品牌效应

品牌效应的确立可以极大地带动外宣效应，如韩国的“韩剧”品牌，英国的“哈利·波特”品牌以及日本的“动漫”品牌，都成功地在其他国家掀起热潮，传播了己方的文化。品牌效应的确立需要敏锐把握社会热点，这需要以调研为基础。目前，中国对阿传播面比较广，但尚未形成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和尝试。中国有许多特有的“中国元素[image: ]
 ”如“功夫”、“丝绸”等，这些都是阿拉伯人一直十分感兴趣的内容，所以围绕这些文化品牌进行开发，打造外宣相关产品，尤其是通过电视、电影等方式播出，有可能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

在着力打造外宣品牌的同时，还要丰富外宣产品的种类，增加一些从小处着眼的外宣题材。目前，中国阿语外宣依然强调“高基调”，报道的内容偏重“国家整体情况”、“社会综合分析”等问题，但此类内容往往难以引起广大受众的兴趣。阿拉伯人能歌善舞，是追求欢乐愉快生活的民族，因此我们的外宣必须考虑增加多种类型的外宣品，开发迎合普通民众需求的外宣题材。在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为了挽回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影响，对阿拉伯语宣传手段作出了较大调整：以“中东新闻”代替CNN，弱化政治色彩，提高娱乐节目的比重，如将美国的音乐、体育、论坛、儿童节目翻译成阿拉伯语进行24小时播放，旨在“以轻松愉快的节目内容来争取阿拉伯观众”
[4]

 。中国在进行阿语外宣时，也必须考虑阿拉伯民众的特性和喜好，让内容更加轻松有趣。

沙特在“阿拉伯思想基金会”2010年递交给其中方合作伙伴——外文出版社阿文部的合作出版意向书中称，其国内进行的关于“关注中国兴趣点”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阿拉伯人更愿意了解中国的现在。兴趣点最集中的几个关键词分别是“改革开放”、“两会”、“GDP”和“成龙”。在针对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播出节目的调查问卷中，阿拉伯观众对于经济报道、中阿关系和中国文化类的栏目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过去的对外宣传对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涉及较多，新时期的中国是一个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大国，古老的文明和现代的科技在这里交融，因此我们需要展现这种发展，阐释新旧的交融。2011年发行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就体现了这一宣传倾向。宣传片引入了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面孔，从小处着眼，多角度、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反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家形象在世界上的塑造。

8.4.5　完善体制结构，推动机制建设

加强阿拉伯语对外宣传，打造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语电视媒体，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运作有效的体制机制。

首先，建立受众调研机制，深入阿拉伯社会，调查研究阿拉伯受众的需求点。让每一个外宣人员都能够意识到获取第一手信息对外宣效果的决定性影响，让“写文章前先调研”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习惯。

其次，建立外宣机构与外事机构的联系与协调机制。要把外宣工作放在外交战略需求的高度来看待，把它看成另一种“公共外交”，建立外宣各媒介与国家外事部门之间的紧急联络机制和应急分工预案。一旦有国际重大事件发生，外交需要外宣的配合，各部门之间需要立即统一思路，明确分工，从各个层面迅速做出反应。

再次，建立外语外宣人才培养机制。外语外宣人才培养需要高校的配合，例如在高年级学生中可以开设外宣翻译选修课，在研究生阶段培养预备外宣人才，或与海外媒体订立实习生交流方案，在学生的外语教学阶段尽早引入有针对性的培训。外宣机构需要建立自己的科研制度，促进外宣翻译成果、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的产生。要积极推动翻译资格考试的普及。要借助海外机构挑选和培养从业人员，同时也应该不断扩大外宣工作中母语使用者的比例。

最后，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注重在对阿外宣过程中“人”的影响力因素。马克思曾从社会活动主体间的交往实践角度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更直观地说，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中阿间自古就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阿拉伯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普遍抱有好感，而这种固有的美好感情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相比对外传播中常见的“硬宣传”手段，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处所带来的“软宣传”效应，往往会因更具直接性和可接受性而产生良性循环效应。因此，增加双方各个层面人员的交流往来，对于塑造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加强双方友好合作、提升中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薛庆国：《关于在阿拉伯媒体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1


[2]
 参见《阿拉伯国家因特网网民人数增加》，见http：//www.people.com.cn/GB/it/52/143/20010312/414958.html，2001-03-12。


[3]
 参见《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见http：//www.ccmedu.com/bbs20_53139.html，2007-09-11。


[4]
 参见《美国开展阿拉伯宣传战》，见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2783，2008-08-22。


第九章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周杜鹃*
[16]



2012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40周年。40年来，两国关系基本稳定，经贸合作往来密切，互动频繁。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重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地，中国也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二大出口市场。
[17]

 此外，澳大利亚在太平洋上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对中国而言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其构建和谐亚太的参与者身份也是中国希望与其保持良好伙伴关系的原因之一。
[18]

 。）因此，关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电视和中国国家形象对增进两国理解和友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9.1　新环境下中澳关系概述及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中澳关系呈现出冷热交替的变化，在一系列的经贸、军事、外交、政治等事件中产生的摩擦与碰撞给两国关系和两国对对方的认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9.1.1　备受考验的中澳关系

2009年是中澳两国关系由热转冷最为明显的一年。
[1]

 2009年2月，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之一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Rio Tinto）与中国铝业公司（Chinalco）原本已达成中铝以总计195亿美元战略入股力拓集团的协议。但就在中铝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并已完成巨额融资后，力拓集团于2009年6月5日单方面撤销合作计划，双方合作不欢而散。
[2]



2009年5月2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名为《2030年的军力——在亚太世纪保卫澳大利亚》（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Force 2030）的国防白皮书。这份防务报告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未来澳大利亚国防建设的假想敌，表达了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担忧和不安。
[3]

 这份带有冷战思维的文件给中澳关系蒙上了阴影。同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不顾“疆独”分子热比娅在“7·5事件”中给汉维两族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而坚持给她发放入境签证，并坚称“澳大利亚有权决定让什么人入境”
[4]

 。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使得中澳关系进一步恶化。

而在接下来的8月里，胡士泰案（Stern Hu）更是让中澳关系雪上加霜。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其他三名雇员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受到中方逮捕查办。但是包括陆克文（Kevin Rudd）在内的一些澳方人士却以人权保护为幌子，以中国报复澳此前给热比娅发放签证为借口，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批评中国的司法制度不公正不透明，歪曲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市场秩序而采取的正当行动。

由于受到上述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取消了原定8月的访澳计划，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被陆克文紧急召回。中澳关系在经历了2008年短暂的蜜月期后迅速跌入谷底。

9.1.2　逐渐升温的中澳关系

中澳关系在经历了一段低谷之后，又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展现出了新的活力。2009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南太三国，在访澳期间发表了《中澳联合声明》（China-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强调双方要继续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合作，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
[5]



2010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澳之行则大大推进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升温。同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亚峰会期间与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进行会晤，双方都强调了中澳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政治互信的必要性，以及加强多领域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性。

2011年4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访问了澳大利亚，就在当月下旬，吉拉德首次作为总理率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商务访华团访问了中国。2010年至2011年间中澳两国高层的频繁互访和接触增进了彼此的政治互信，深化了经贸合作，加强了人文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修复和改善了两国关系。

9.1.3　冷热交织的中澳关系

2011年到2013年的中澳关系呈现出更频繁的冷暖交织的局面。2011年6月，中澳双方见证了中澳文化年大幕的拉开，包括演出、展览、论坛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在此后一年里连番上演，为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认识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吉拉德总理还顶住绿党的压力，拒绝了达赖喇嘛的会见要求，传达了澳方尊重中国政府的良好意愿。2012年上半年，两国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来促进从官方到民间的交流，包括北大与格里菲斯大学（The Griffith University）合办的“中澳未来对话”、在悉尼举办的中澳金融论坛、在广州举办的中澳媒体论坛等。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育明先生分别于6月底和7月底接受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和电台的专访，就两国政治、经贸、农业、教育、旅游等双边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和展望。
[6]

 2013年4月初，吉拉德总理对我国进行的正式访问将中澳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评论为自1972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出现的最大飞跃”。吉拉德总理此次访华促成了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举行两国间3项年度“战略对话”、两国货币直接交易，以及高达13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7]

 两周之后，澳大利亚央行表示计划将外汇储备的5%投资于中国政府债券，这一举措显示出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不过，2011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美国在澳永久性驻军计划又给中澳关系稍稍降了降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促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焦点的背景下，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是不是适合时宜之举，值得商榷。”他随后强调，各国在发展与他国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周边国家的利益以及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8]



除了军事风波外，中澳经贸关系也经受着新的冲击。2012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以“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为由，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澳大利亚宽带设备项目进行投标，情报部门更直指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联系过密，有可能存在间谍行为。
[9]

 同年6月，澳方一些人士开始担忧中国投资者购买澳大利亚农场的投资热情，更有自由党议员赫弗南称中国购买澳大利亚农场会伤害澳国家主权。即便是在2013年4月吉拉德总理访华前后，澳大利亚反对党仍有人宣称“中国投资过多损害澳大利亚利益”。尽管这种观点遭到了吉拉德总理的驳斥，中澳关系近来也获得了长足进步，但不难看出在较长的时间里中澳关系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9.1.4　澳洲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

澳洲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通过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调查结果来了解一下。

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1005名澳洲各界人士进行了调查并于2012年6月5日发布了《2012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民众意见及外交政策》（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12：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报告。
[10]

 报告显示，当澳大利亚人被要求用0度（冷淡）到100度（热情）之间的数值评定他们对中国的感觉时，他们将等级定为59度的“微温”。与之相比，澳大利亚人对待新西兰（85度）、美国（71度）和日本（70度）则有着更加热情的态度和亲近的感觉。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帮助了澳大利亚避免陷入经济衰退。但是当受访者被问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情况时，56%的人选择了澳政府批准了过多的中国投资。持这一观点的人中的54%认为中国寻求购买本应掌握在澳人手中的澳大利亚矿产和农业公司。51%的人认为资金雄厚的中国将会购买并控制许多澳大利亚公司。近半数（47%）的人认为如果澳大利亚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将会利用对澳大利亚公司的所有权来对付澳大利亚。多达9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调查同时显示，52%的人对此觉得不太舒服或者很不舒服。庆幸的是，当被问及中国在未来20年里是否会对澳大利亚造成军事威胁的时候，58%的受访者认为不可能，比2011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而认为中国可能会对澳造成军事威胁的受访者由2011年的44%降至2012年的40%。

总体而言，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报告反映出澳洲民众对待中国的复杂心态：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双边经贸关系积极评价增多的同时，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影响也日益担忧。

9.1.5　澳大利亚学界对华印象

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力量的变化抱有谨慎的担忧。比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著名战略学家休·怀特（Hugh White）在2012年8月初出版的新书《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中就探讨了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并对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给出了“分享权力”的建议。
[11]

 作者认为美中两国必有一战，若要避免这种必然导致世界末日而又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是“世界各国在亚洲事务上与中国通力合作”，迫使美国放弃一强独霸的思想，与中国合作而非遏制对抗。

就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而言，多数澳大利亚学者承认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例如悉尼大学致力于研究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专家弗雷德里克·泰维斯（Frederick Teiwes）教授在其论文《中国政治的特点》（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中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城乡政治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改革基本持肯定态度。
[12]

 但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在2011年接受《凤凰周刊》记者的专访时表达了对所谓的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崛起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正崛起的中国财富新贵很难说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更非中国转型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些财富新贵缺乏发展大众社会、大众政治以及福利国家的鲜明政治性，从他们与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利的关系可以推断，中国的财富新贵不是推动政治改革、社会转型的中产阶级，而是未来统治阶级的中坚。此外，在《中国模式：一个国家，六个作者》（The China Model：One Country，Six Authors）一文中，古德曼教授在肯定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借六位学者之口表达了该模式不具有复制性因而不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的观点。
[13]



纵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澳关系的起起伏伏，笔者把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的基本态度和对策概括为经贸上依赖、外交上接触、政治上犹疑和军事上防备。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虽比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要积极正面一些，但总体上看，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下降，尤其是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军事力量增强这两点抱有较强的反感和戒备心。澳大利亚学术界不乏像《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Western Images of China since 1949）一书作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一般了解中国且认可中国崛起的学者
[14]

 ，但多数人仍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为潜在威胁，警惕多过欢迎，对待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褒奖中亦有质疑。如果中国和澳大利亚都希望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继续深化合作和共识，实现互利和双赢，就必须在克服“两国结构性差异和矛盾、美国因素以及国内政局发展需要”
[15]

 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加强双边交流和沟通：一方面两国政府要务实地推进各种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中国了解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并以符合西方媒体话语习惯的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以消除误解、纠正偏差和破除谣言。

下面对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两大代表——《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s）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进行简要介绍，然后以这两家媒体为例，通过研究其涉华报道来展现澳媒对中国的认识，并讨论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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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因澳大利亚给热比娅发签证　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取消访澳》，见http：//news.sina.com.cn/c/2009-08-20/032016151909s.shtml，2009-08-20。


[2]
 参见陈宇峰：《中铝并购力拓出局　西方“意识红线”重新抬头》，见http：//news.sohu.com/20090710/n265115029.shtml，200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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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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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克文为热比娅窜访辩护　称澳有权让谁入境》，见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8/554291.html，200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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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驻澳大利亚大使陈育明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澳洲广播电台专访》，见http：//www.fmprc.gov.cn/pub/chn/gxh/tyb/zwbd/t957323.htm，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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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尽管媒体无法完全左右民众对他国的认识或代表民众对他国的态度，但其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仍是不容小觑的。依据媒体“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介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议论的先后顺序，因而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受众将会被引导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受众的态度和行为造成影响。因此，辨识与分析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在解读中国形象时所采用的“议程”，将有助于我国媒体工作者确定对澳国际传播战略定位和策略。

9.2.1　《澳大利亚人报》

创刊于1964年的《澳大利亚人报》是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它隶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总部位于悉尼。该报平日版的发行量近11万份，拥有读者超过44万人；周末版的发行量更是多达22万份，读者57万余人。
[1]

 《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内容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其宗旨是引导和建立与国家、民众以及商业环境有关的公众舆论。事实上，《澳大利亚人报》上的国际和国内新闻所占版面并不对称，其主要内容是对澳大利亚各个行业的深入报道，如信息产业、高等教育、媒体产业、航空业等。此外，生活类、艺术类和体育类的报道也是其特色之一。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报业竞争的加剧，《澳大利亚人报》除了继续发行传统纸质报纸外，还创立了生活类杂志以及收费订阅的网络版报纸，以满足不同读者群的消费和阅读需求。与其他几份同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如《时代报》（The Age）、《澳大利亚金融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相比，《澳大利亚人报》的政治倾向较为保守。

9.2.2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是澳大利亚成立最早的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的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从1983年起改组更名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并沿用至今。该公司总部设在悉尼，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总督任命的董事任期5年，均为非专职人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是国家公共广播公司，其经费由国库拨付，经费开支需由议会审查批准，但是政府和议会都无权干涉电视、广播节目的内容和制作，以维护新闻自由原则和机构独立性。目前，该公司拥有四个国内电视频道、六个国内电台频道以及两套海外广播节目。2011年该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每周有74%的澳大利亚民众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使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服务，每年使用时间总长达84亿小时之多。87%的澳大利亚人高度认可该公司的服务，89%的网络用户认为其网站内容质量优良，9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晚7点新闻报道公正。79%的受访者对其电视节目的评价是“好”或“很好”，而对商业电视台节目持此看法的受访者仅占5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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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http：//www.newscorpaustralia.com/brand/australian.


[2]
 See“ABC at a Glance，”http：//about.abc.net.au/who-we-are/abc-fast-facts/.


9.3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9.3.1　《澳大利亚人报》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笔者利用各国报纸数据库（PressDisplay），以“China”和“Chinese”为关键词，从2012年4—6月当中，每个月任选两周，收集周一至周五
[1]

 所有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共获得97篇。其中涉及中澳两国关系的文章28篇，占总数的29%；虽涉及中国但主要是关于澳大利亚的文章4篇；而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多达65篇，占到总数的67%（见表9—1和图9—1）。尽管《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报道的整体数量不大，但可以看出在有限的数量中，该报并不仅仅关心与本国利益相关的中国消息，也较为关注中国目前的形势和状况。

表9—1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中涉及国家表

[image: 38]


注：笔者仅对文章是否涉及中澳两国进行了分类，而未对文章中涉及的其他国家如美国、斐济、日本、菲律宾等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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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中涉及国家图

从这97篇文章的内容来分析，可以大致分为贸易、财经/投资、经济走势、国关/军事、政治、民生/人权和文体/艺术/教育七大类。占总数近60%的经济类文章证明了《澳大利亚人报》的定位和特色，也从侧面反映出中澳关系的主要特点，即经济互补、经贸合作仍是中澳关系的主旋律（见表9—2和图9—2）。但这同时也反映出《澳大利亚人报》对于中澳两国除经贸以外的其他往来和交流重视不够，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比如在庆祝中澳建交40周年的一系列文教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几个月内，《澳大利亚人报》对此却鲜有报道。即便是有关中国政治的报道，该报也集中于呈现中国国内政治事件（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反映出其对于中国政治稳定的担忧和对阴谋论的偏好，而鲜有对中国政治生态和体制的全面展现。

表9—2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主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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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主题图

笔者根据报道中记者表达的观点和对用词的考察，将这97篇文章进行了态度甄别和分类，发现超过一半的报道较为客观地反映和评价了中国或中澳关系现状，41%的文章透露出《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的消极/负面/否定的态度，而对中国表示赞同和肯定的声音则相当微弱，仅占全部样本的2%（见表9—3和图9—3）。这两篇对中国表示出肯定态度的文章都与中国的投资相关，一篇认为中国企业进军澳大利亚养牛业不仅不会影响澳大利亚本土农牧业，而且会促进其发展；另一篇则以中国华为公司在欧洲等国家投建宽带基础设施的安全和成功为例，证明它的工程不会威胁到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

表9—3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报道态度倾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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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报道态度倾向图

在40篇直接或间接表达对中国消极/负面/否定态度的文章中，近1/3的报道是对以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为主线的中国政局的描述和分析，其隐含的阴谋论论调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大打折扣。有15%的报道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军事力量，而表达的主要担忧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或暗示中国以大欺小、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另外，有15%的报道则集中于民生/人权问题，包括中国计划生育制度、陈光诚事件以及对利用公共媒体发布言论的限制。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中，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以用该政策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干涉和剥夺公民的生育自由权利，而对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减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降低能源消耗等作用视而不见。陈光诚事件中中国政府弥补过错的态度和纠正错误的行动被一带而过，而主要笔墨着落于其他不同政见者对陈光诚出路的担忧和美国所扮演的救世主角色。中国政府关闭散播政变谣言的博客的举措也被刷上了侵害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负面色彩。经贸、投资领域内的负面报道则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如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攫取利益、侵占他国资源上，对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报道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测也体现出《澳大利亚人报》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不信任。文教方面，一篇报道提及热比娅制作的宣传“疆独”思想的电影未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上映，所透露出的遗憾态度则是完全无视中国反对分裂的民族情感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诉求（见表9—4和图9—4）。

表9—4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负面报道主题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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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4—6月涉华负面报道主题分类图

9.3.2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笔者依据上述同样的取样方式和时间段筛选出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上4—6月涉华新闻报道，共搜索到46条报道。其中涉及中澳关系的报道有11条，占总数的24%；虽涉及中国但主要是关于澳大利亚的报道5条，占总数的11%；关于中国的报道有30条，占65%（见表9—5和图9—5）。这一数据反映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与《澳大利亚人报》关注中国现状与变化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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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中涉及国家表

注：笔者仅对文章是否涉及中澳两国进行了分类，而未对文章中涉及的其他国家如美国、斐济、日本、菲律宾等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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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中涉及国家图

笔者仍按照上面提到过的分类方式将这46条报道分为7大类，结果发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对中国的报道与《澳大利亚人报》有一些明显的区别。比如，《澳大利亚人报》的定位决定了它对经济贸易等相关话题的优先关注，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则更重视中国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军事关系，以及文体、教育、艺术类的报道，这两类报道各占近1/4的比重，显示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对报道中国更广的兴趣范围，以及更加平衡和中立的态度（见表9—6和图9—6）。

表9—6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主题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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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报道主题分类图

笔者对这46条报道的态度分析显示，尽管以积极/正面/肯定的态度评价中国的文章仍十分有限（4%），但68%的报道对待中国的态度较为客观中立，而传达出消极/负面/否定态度的报道仅占1/4，与《澳大利亚人报》同期调查所得数据（41%）相比有明显差异（见表9—7和图9—7）。从这一时期的报道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所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要略胜于《澳大利亚人报》新闻所勾画出的中国。与《澳大利亚人报》相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对中国的认可之声并不仅限于投资领域。在两条反映出积极态度的报道中，一条报道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合作的积极态度和主动施压的迅速行动给予了肯定，另一条则表达了看好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和发展势头的观点。

表9—7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报道态度倾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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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报道态度倾向图

尽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抽样的涉华报道中负面报道比例较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中国提出质疑的方面与《澳大利亚人报》十分相似，排前三的负面新闻主题都是政治、国关/军事和民生/人权（见表9—8和图9—8）。这些报道也与《澳大利亚人报》一样，表达了对中国国内政治是否稳定、国际关系是否平衡以及中国社会是否民主自由的担忧。

表9—8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负面报道的主题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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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4—6月涉华负面报道的主题分类图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涉华报道总体上具有相似性，如涉华报道数量不多，报道偏向介绍中国国内情况，都认为中国国情现状和变化会给中澳关系以及澳大利亚的经济、政治利益带来影响。表达肯定态度的涉华报道数量极少，而负面报道则集中于中国政治不透明、军事力量增长、国际关系失衡以及民生人权状况堪忧等几个方面。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的倾向性小于《澳大利亚人报》，表现得更加客观中立；涉华报道的主题更加平衡丰富，关注面大于《澳大利亚人报》。



注释


[1]
 因各国报纸库仅提供浏览《澳大利亚人报》周一至周五发行的报纸。


9.4　中国电视媒体的对澳传播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信任度并不高，因而戒备心较强；民众对中国不够了解，因而担忧较为明显；媒体则对中国报道不够，因而无法勾勒出当下中国的清晰轮廓，其议程设置多聚焦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国内政治民生问题和经贸摩擦等，正面报道极其有限，也就无法有效实现两国的沟通和理解。因此，中国媒体需要加大力度宣传和介绍中国，拉近彼此的距离，增加相互认识和理解的渠道。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电视媒体正在开展对澳传播，其主要形式有以下五种。

第一类是直接将中国电视节目输送给澳大利亚本地电视台。不过，这样的输出量相当有限。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免费电视上几乎看不到来自中国的新闻节目，仅有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SBS）的电视广播会在每天特定时段播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中国新闻》节目，时长为30分钟。与新闻相比，电影更容易被当地观众接受。SBS电视台在其电影版块引进了众多中国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仅SBS电影网站上列举近5年的华语电影作品就多达119部。

第二类是中国多家电视台打包进入澳大利亚的收费电视网。中国电视台利用中国传媒公司平台落地对澳大利亚进行电视广播输出的先驱是TVBA。成立于1999年12月的TVBA是香港TVB在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隶属于电视广播（国际）有限公司（TVBI）。TVBA 在澳大利亚的主要业务是运营华语电视频道平台，即翡翠互动电视（Jade World）直播平台。该平台于2000年7月推出，目前包括翡翠卫星台（TVBJ）、无线卫星电视台（TVBS）、凤凰卫视中文台（澳洲版）、凤凰卫视资讯台等频道。截至2011年8月，TVBA 的用户数为2.5万左右。从播出伊始，TVBA就坚持人员、制作、营销、经营和受众服务本土化策略，从而在澳大利亚华语电视广播市场上占得了一席之地。
[1]

 自2010年11月起，包括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际新闻频道（CCTV-News）、北京电视台国际频道、东方卫视海外版、湖南电视台国际频道、黄河电视台等在内的共计23家中央和地方电视台陆续通过中国电视长城平台在澳大利亚落地，进入澳大利亚的Fetch TV的IP电视网播出。长城平台的开播，有效扭转了澳洲华语市场“台强我弱”的现状（之前澳洲侨胞可选择的中文台主要是台湾地区的中天、东森、TVBS等），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而且这扇窗户比起港台电视台可以让观众更贴近真实的中国大陆。
[2]



第三类是促进电视节目双向交流活动，如2012年的上海电视文化周。2012年3月26日到4月1日，上海外语频道每晚8点到9点播出来自澳大利亚国际频道精选送播的各类专题节目。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第一次在上海电视平台上集中播映。相应地，中国上海电视周也在2012年9月登陆澳大利亚国际频道，正如澳大利亚国际频道总监布鲁斯·多弗（Bruce Dover）所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合作。电视是一个真实展示生活的舞台。而相互播出对方的电视节目，将有力地增进澳大利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3]

 。

第四类是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地方电视台节目的海外发行。该节目通过“海外专场”将节目的影响力扩大，让海外引进的节目形式终于具有了中国特色和精神，也让世界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的认识从“中国制造”逐步转变为“中国创造”。有意思的是，脱胎于澳大利亚Taken out电视相亲节目的《非诚勿扰》的澳大利亚专场（2011年7月17日/24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和反响，并在澳大利亚当地电视台播出。现在，《非诚勿扰》不只是纯粹的“相亲”节目，而是通过电视传媒平台展现出观念的碰撞与思想的交锋。镜头的背后折射出的世界各地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男女嘉宾对话反映出的中外婚姻和恋爱观念的异同，都引起了国内外观众们的思考。因此，《非诚勿扰》已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服务类节目，而是中国对外展示风土人情、展示年轻人思维方式的一个窗口，其思想性与娱乐性的结合大大提升了它的品牌影响力。

第五类较为特别，但也不失为拓宽中国对外传播渠道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个人创办电视节目宣传中国文化。例如，澳大利亚墨尔本C31电视台有一档“中华电视”节目，该节目是澳大利亚华人企业家宿陲婴每年投入约150万元制作的。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公益性平台，也是当地第一个同时呈现中英两种语言的节目。该节目设三个栏目，包括华人生活、华人资讯、中华艺术等，每次播出30分钟，每周日20点首播，每周一8点重播。自2011年4月28日开播以来，它已经成为墨尔本电视台收视冠军，其贴近社区生活、反映社区民生、促进社区交流的特点和作用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
[4]



不过，目前收看以中文节目为主的观众仍是极少数，其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华人数量相当有限。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12年12月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的总人口约2280万，在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占总人口数的1.8%（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是中文电视节目的主要受众），约为40万（见图9—9）。目前，澳大利亚本土电视台中文节目寥寥无几，电视平台上收费的中国节目受众仅以万计。可见中国电视媒体在增加观众数量、扩大影响力和增强传播效果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考虑到中文节目消费人数有限而英文节目需求巨大的状况，中国电视节目制作者需要在用英文制作节目介绍中国这一课题上下大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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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澳大利亚人口中排名前十的出生地国家a

a.以上图表展示的是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澳大利亚人口中排名前十的出生地国家（澳大利亚除外）。

b.英国包括英国本土及海峡群岛和马恩岛。

c.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d.2010—2011年的数据测算重新复位到初始基础值。

资料来源：“Australia's Population by Country of Birth，”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 @.nsf/Products/84074889D69E738CCA257A5A00120A69？opendocument，2012-08-15.



注释


[1]
 参见李宇：《对外电视传播的本土化策略初探——以澳大利亚TVBA为例》，载《电视研究》，2011（11）。


[2]
 参见《（国际中国电视长城平台落地澳洲》，见http：//roll.sohu.com/20101129/n300685087.shtml，2010-11-29。）



[3]
 转引自《中澳互办电视周：上海电视节目将在澳大利亚播出》，见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3/20/13326759_0.shtml，2012-03-20。


[4]
 参见《【奥运】自费创办“中华电视”在澳传播中华文化》，见http：//news.dayoo.com/sports/201208/01/58196_108842393.htm，2012-08-01。


9.5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澳大利亚的传播策略

纵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中澳关系，我们发现，两国一方面经贸合作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可另一方面政治、军事上缺乏互信，摩擦、龃龉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与对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也在多个场合提到改善和进一步推进双边友好关系的互利共赢目标。因此，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需要更明确、更扎实地开拓能够促进双方了解和达成共识的渠道。大众传媒无疑是众多渠道中最有影响力和群众基础的选择之一。认识对方如何报道中国、塑造何种中国国家形象将有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渠道开展公共外交，进而提升国家形象。建立良好国家形象从而增强软实力是目前我们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也面临困境，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李（John Lee）所说：“中国越努力示好，看起来就越可疑；它越努力和世界接触、想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它看起来就越具威胁性。”
[1]

 因此到底用什么途径、方式宣传什么内容、价值才能尽可能摆脱这个困境是众多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本章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中国电视媒体的对澳传播进行了梳理，以期总结出值得借鉴的方法和经验，从而指出需要改进和调整的方面。

9.5.1　对澳传播途径与方式

首先，中国电视媒体要加强与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合作，比如长城平台与Fetch TV的合作以及举办中澳电视文化周等，这既可大大加快中国电视走进澳大利亚的速度，也可增强内地电视台与同样提供中文节目服务的港澳台地区电视台的竞争实力，并通过与当地媒体的合作降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门槛，同时在受众中获得更高的认可度。其次，要加大创新力度，制作出真正能够吸引观众、引发讨论继而产生积极影响的电视节目，通过此类节目增强当地观众对中国的认识兴趣，《非诚勿扰》就是很好的例子。尽管该节目原型来源于西方，但由于很好地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因而具有了中国特色，成为一档颇为吸睛的中国电视节目。最后，可考虑将非官方的资源利用起来，制作出既贴近本地民众生活又能介绍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电视节目。与官方媒体相比，非官方媒体具有独立、大众和亲民的天然优势，往往比官方传播更容易被当地受众接受和喜爱，作为官方传播的有益补充，非官方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官方传播带来的反作用，从而增加官方传播资源与途径的有效性。

9.5.2　对澳传播内容与价值

从节目语言来说，为了更有效地实现与澳大利亚观众的交流并增强传播效果，中央及地方电视台应当鼓励和支持电视工作者用英语制作介绍当下中国的电视节目以扩大受众面。此外，什么样的传播内容能最大限度实现传播效果呢？笔者发现，中国的军事实力、国内政治、民生人权是澳媒较为关注且非议颇多的几个方面，中国媒体应该在这些话题的介绍和讨论上付出更多努力，尽量减少因不了解而导致的误读。此外，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国际传播学系创办人、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席内忍·奇蒂（Naren Chitty）教授认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传达了“成功的中国”这一面，但是其他方面如仁慈、诚信、慈善的中国也值得去宣传。他指出，“仁义”这一概念和价值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和内核。除此之外，奇蒂教授还建议中国在宣传众多精英人物的同时，还应把普通民众比如农民工也放在同样的位置，给予更多关注，其中的真实人物和故事将会展现出一个更加可信的中国形象。他认为，中国在宣传自己的时候既要介绍正面形象，也不要害怕揭露问题、反映负面形象。他建议中国媒体要敢于指出中国的不足并邀请外部世界评价和探讨这些不足，这正是中国表现其强大的方式，这才是真实、丰满而且成熟的国家形象。
[2]

 总而言之，考虑到诸多影响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中国观的因素，如文化和价值观的迥异、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差异、宗教与信仰的不同，以及地缘、民族和国家利益等，我们既要及时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冷静地看待包括澳大利亚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和曲解，理解其负面报道产生的缘由，同时又要在学习、熟悉西方文化的前提下主动发挥传媒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充分进行跨文化传播，用西方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国情，实现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避免误会的产生，共建中澳互信、融通的传媒平台。



注释


[1]
 John Lee，“Soft Power，Hard Choices，”http：//www.smh.com.au/world/soft-power-hard-choices-20090403-9qij.html，2009-04-04.


[2]
 See Naren Chitty，“Hard Elements of Soft Power，”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0-11/19/content_11574979.htm，2010-11-19.


第十章　新环境下中国形象电视传播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刘琛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被视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标志性历史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于迎来了“惊艳世界的一刻（China wowed the world）”。因此，近年来有学者用“后奥运时代”来分析2008年之后中国国际传播建设的新环境、新任务和新特点。

在后奥运时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硬实力增长迅速，“中国文化名片”在全球以多种形式传递。与其他路径相比，影视传媒因其自身的特点，“可以成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国际影响乃至塑造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强有力载体，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1]

 。正因如此，中国影视传媒的产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对外交流日趋活跃，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影和电视产业发展都可以用“跨越式”来形容。2010年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总收入（含财政补助收入）达2459.08亿元，增幅为“十一五”以来最高。
[2]

 再以电影产业为例，据统计，我国电影产量由2003年的100部以下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电影票房增速连续6年保持30％以上，改变了进口大片主导我国电影市场的格局。
[3]

 可以说，中国为深化和拓展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对话做出了切实努力，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体现了诚意和美好愿望。

然而，由于全球化态势下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紧密，因此国际形势也随之变得复杂敏感。为了努力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经济空间与文化份额，在错综复杂的交流与博弈中，任何话题，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抑或是全球的，都不再只是自我表述，而是在与他者的评价中共建的。为了赢得世界各国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关注与信任，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加强国际传播，希望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

具体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与展示，尤其是总体上，中国自身的发展、现有国际传播长期存在的单向流动（one-way flow）特征，以及文化生产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都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一定是复杂而敏感的。这说明，要想让世界给一个“听听中国怎么说”的机会，中国的传播方法与渠道必须丰富多彩，通俗易懂，这样才能够深入普通百姓。

既有研究表明，能够成功到达庞大受众（reach ver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是大众文化传播（popular culture communication）的特长。在各种传播媒介中，电视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

以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为例：1999年，不丹推出了一套激进（radical）的现代化计划，其中就包括取消对电视的禁令。
[4]

 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打开”电视的国家（the last nation in the world to turn on television），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有线电视节目几乎在一夜之间让这个原本宁静的国度遭遇了“巨变”。长期以来，不丹崇尚的不是物质化的现代文明，而是精神文化（spirituality）与环境保护。国家经济所倚重的主要是旅游业。因此，以恬静与祥和为主调的不丹文化一直得到传承。然而，默多克旗下宣扬“丑闻（scandal）、性（sex）和体育（sports）”的各类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等电视真人秀，CNN和BBC的新闻，以及印度宝莱坞的肥皂剧等让不丹民众觉得眼花缭乱。2000年，不丹对互联网敞开了大门，仿佛是“遭遇了一场突来的碰撞，（不丹）一下子降落（landed）在21世纪”
[5]

 。然而，这种突发式的改变很快带来了社会问题，“拥有70万人口的不丹称自己为雷龙之国，它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违法现象。现在，很多城镇和乡村都报告出现了诈骗、暴力，甚至谋杀（The 700000inhabitants of a kingdom that calls itself the Land of the Thunder Dragon had never experienced serious law-breaking before.Yet now there were reports from many towns and villages of fraud，violence and even murder）”
[6]

 。因此，每周都有人写信给报纸呼吁，“电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坏的东西；它控制着我们的心灵……让人们变得疯狂。敌人现在就生活在我们的客厅里。人们的行为就像那些角色，变得焦躁、贪婪和不安于现状（TV is very bad for our country...it controls our minds...and makes ［us］crazy.The enemy is right here with us in our own living room.People behave like the actors，and are now anxious，greedy and discontent）”
[7]

 。

虽然以不丹为例解读全球化与电视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是这个案例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即便在新媒体花样不断出新的情况下，电视传媒仍然有着鲜明的传播优势，因此需要传播者给予充分重视。此外，电视节目所必备的贴近生活和服务大众的基本特征说明了电视的专长更容易体现“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的规律。

实际上，中国电视传媒的国际传播实践也体现了这一道理。2013年，《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中国电视剧在非洲热播，并取得了热烈反响。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体现了）中非具有天然的亲切性”。很快，中国电视剧走出国门引发了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新一轮思考。

那么，在后奥运时代，中国电视传媒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优势，以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国际传播向世界介绍中国，并架起沟通的“立交桥”呢？对此，本书通过遴选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对象国，分析其主流媒体对中国电视的中国形象传播的评价，并对其态度形成的原因进行剖析，最终以国别为单位提出了具体的传播策略建议。作为总结，本章则以刘易斯·穆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的国家和城市形象的两个维度，即“文化传统”和“文化创造”
[8]

 ，对中国电视传媒的国际传播策略制定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做出总结。



注释


[1]
 胡智锋：《创意与责任——中国电视的本土化生存》，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2]
 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参见周玮、璩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中宣部等四部门负责人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新闻发布》，见新华网，2011-03-01。


[4]
 See Ronald Inglehart，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


[5]
 Ronald Inglehart，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


[6]
 Cathy Scott-Clark，Adrian Levy，“Fast forward into Trouble，”The Guardian，2003-06-14.


[7]
 Cathy Scott-Clark，Adrian Levy，“Fast forward into Trouble，”The Guardian，2003-06-14.


[8]
 Lewis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Its-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1.


10.1　中国电视传媒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大众文化传播

电视的传统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将思想与画面融为一体，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和行为实践（behavioral practices）。对于电视的影响力度，传播学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的研究结论比较具有代表性。在《与电视一同成长——培养视角》（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一文中，研究者乔治·戈博纳（George Gerbner）及其团队认为，“（电视等）大众传媒是一种标准的社会化机构（one of the standard agencies of socialization），能够与父母、家庭、同行、教师和宗教权威，以及地方社群和民族性文化范式相抗衡（rivaling parents and the family，peer groups，teachers and religious authorities，and social norms operating within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1]

 。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标准与伦理标准，甚至对家庭、婚姻和情感的判断都会因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看电视成为常规行为，就会对人的思想与行为产生积累性的作用，“对于防范能力还很弱的孩童和处于向成年过渡阶段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影响）格外巨大（particularly on impressionable you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uring their formative years as they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2]

 。

由此可见，电视的传播效果是能够“影响人心”的。在新国际传播环境下，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赋予了它更加强大的传播能力。因此，目前日趋错综交织的地缘与国家博弈必然使电视成为宣传国家形象和诠释他者形象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然而，论及一国形象，已经达成的普遍共识是，国家形象不仅需要得到关注，更要获得尊重。这个规律性发现说明文化传统与精神的阐释是国家形象的核心。以国际传播为视角，文化传播不仅是在向世界介绍一个国家所秉承的文化内容、观念和特色，更是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帮助国外受众了解并思考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和探索过程，从而对其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做出评价。

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传统精神。这种鲜明的文化气质一方面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传播内容与形式提出了挑战。要生动地解读厚重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以普通人为目标受众的大众文化传播方式是最为理想的载体。

能够有机会走出国门，且又产生一定传播效力的电视产品具有一个共性——从中国百姓的生活揭示中国文化传统。这个主题是可以成功地超越时空、地域、战略利益和文化差异的。2005年，央视电影频道制作的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荣获第33届国际艾美奖最佳女演员奖。这是国际艾美奖第一次设立“最佳女演员奖”。电影改编自我国著名作家柔石在20世纪30年代的同名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只能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母亲的痛苦遭遇。年轻的母亲阿秀为了养活第一个儿子春宝，被迫卖给地主秀才，替他“生儿子”。第二个儿子秋宝出生后，她又被赶出家门。最终，为了孩子而饱受凌辱的母亲却没能留住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是旧中国小人物的悲伤故事，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曾经历过的苦难，也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不缺少却又极其朴素的母爱精神。同样地，作品本身也折射出中国文化里始终延续的对社会创伤的关注和呼吁正义、公平与尊严的人文态度。这些看似复杂而深奥的道理经由一个面向大众传播的普通故事娓娓道来，其结果是不需要任何包装与宣讲就引发了西方观众的情感共鸣。

2013年，海外热播的中国电视剧的突出共同点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与价值观的重视，并且在表达方式上尊重了“大众文化传播”规律。在热播的《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太狼的幸福生活》等中国电视剧中，没有一个家庭是小众类型的，每个人物都不完美，有着不同的局限，而且所有的决定都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是，从他们的故事中，观众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喜怒哀乐共存，人与人的交流，甚至是亲人之间更多的是摩擦和碰撞。但是，这些生活的常态并不影响矛盾的解决。中国文化传统所倡导的关爱、温暖、奉献和将心比心等思想成为化解冲突的智慧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电视剧通过讲述家长里短，不留痕迹地揭去了中国文化的面纱。但是，在解开一个个心结的时候，自然地传递了中国文化传统理念。于是，一次次家庭危机成了验证传统精神的试金石，而问题的圆满解决则反复证明了中国传统幸福观，特别是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成分。它再次印证了电视作为客厅里的“彩色小窗”，也许不适合展现杰出英雄，却在沟通平凡的人心方面有所专长。如果作品的主题是“润物细无声”般地揭示世代传承的文化精神与智慧，那么无论何种表达方式都会让人辛酸落泪或者会心一笑，进而发现文化间在最本质与最优秀的层面所体现的共通之处。

总之，已有的电视受众研究得出的共识认为，观众更喜欢从平凡的故事中感受到与自身经历相似的地方，感受到叩动心扉的感染力。这个道理解释了能够赢得人心的中国电视作品，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尊重。剧中人物的选择体现了中国人所应秉承的文化传统原则。这些作品的成功反映出中国形象的文化核心是有说服力的，中国文化精神不需鸿篇巨制的衬托就能够获得认可。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个事实再次有力地证明，那种过分夸大社会生活阴暗面，甚至违背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影视作品虽然在形式上是大众文化传播产品，但因为误读了人性本质的向善与追求美好的共性，是难以叩动心扉的。



注释


[1]
 George Gerbner，Lawrence Gross，M.Morgan，Nancy Signorielli，James Shanahan，“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in Jennings Bryant，Dolf Zillman，eds.，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Hillsdale，NJ，Erlbaum，1994：43[CD*2]63.


[2]
 George Gerbner，Lawrence Gross，M.Morgan，Nancy Signorielli，James Shanahan，“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in Jennings Bryant，Dolf Zillman，eds.，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Hillsdale，NJ，Erlbaum，1994：43[CD*2]63.


10.2　中国电视传媒对于中国文化创造的大众文化传播

国家发展是永不会停止的，因此建设性的国家形象传播必须重视文化创造的展示。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创新精神（innovation）”。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辩论。2013年10月2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面临的要务（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hina）”系列讲座中的一讲聚焦“中国科技创新”话题。在题为“中国创新技术生产发展（China's Rise in the Production of Cutting Edge Technology）”的报告中，主讲人艾德·斯坦菲尔德（Ed Steinfeld）介绍道，“一些观点质疑中国人的‘创造力’，认为中国更多是引进别人的创造，再进行改良”。笔者根据自己主持的关于中国形象国际评价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调研，发现这种批评意见始终存在。个别极端的看法甚至提出从中国人的性格中就能看出这个民族不会有创造力。

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创新精神的否定论调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威尔斯（H.G.Wells）在其著作《世界史纲》（Outlines of History）中就曾指出，中国在唐代以后就不再有文化意义上的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所承受的质疑近乎是长期的。那么，回应这种声音并通过努力消除误会显然需要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共同努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化创新怀疑论者在举证时都会论及中国人的性格与气质，试图说明这是导致中国难以具备创造力的内因。

如果直接切中中国人的创造性话题，电视传媒的优势显得格外明显，因为它的特色就是“俯首即是，着手成春”。仍以2013年国际热播中国电视剧为例。这些中国人因婚姻等联系都生活在一个日趋壮大的大家庭，家庭内部的矛盾称得上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本“家庭经”不仅包括因年龄、地域和家庭关系造成的诸多困扰，而且还刻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媳妇的美好时代》里勤俭到甘愿牺牲“生活质量”的婆婆与注重生活品质的媳妇，《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经历过苦日子而把西红柿炒鸡蛋视为“大荤”的公公和爱吃西餐、泡咖啡馆及享受各色零食的媳妇等，这些人物的矛盾冲突已经到达“餐桌”和一个家庭的每个角落。为了处理各种新问题，公公婆婆们和孩子们一起发挥智慧。在创造性地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成长。这种成长不止于阅历的积淀，更反映在判断力、执行力，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不断完善。伴随着这些中国家庭的喜怒哀乐，各国观众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即便是最微小的“家庭细胞”也需要每一个人培养出“想出好办法”的能力。

诚然，仅具备“想出好办法”的能力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拥有“文化创新精神”的高度。曾经在20世纪80—90年代引发过争论的“为什么杨振宁不能成为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何谓“创新能力”的核心。在回答这个看似极其深奥的命题时，以朴素见长的电视节目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传播作用。仍然以2013年走出国门的中国电视剧为例：剧中的中国父母们虽然已近花甲之年，但却没有主动走下继续前行的社会列车。他们愿意了解中国乃至国际上发生的各种变化，这些信息也帮助中国父母们越来越理解孩子们的个人追求，支持他们的择业和择偶。在文化观念方面，老人们对于“再婚”、“姐弟恋”、“异地恋”和再组家庭中所谓“兄妹恋”等都能够赞同，特别是在“续家庭香火”方面，不仅不再固守男尊女卑的思想，而且对晚育表现了宽容。同样，代表着当代中国普通青年的子女们更是表现出积极的文化态度。“媳妇们”和“女儿们”从不安于稳定的生活或者害怕迎接挑战，相反，她们乐于离开原本舒适的工作岗位，通过努力学习，从容面对职业新选择。在思想观念上，青年一代更加包容，鼓励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再就业，而且积极肯定“黄昏恋”，帮助父母在一个新时代环境下重塑自我。这些看似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却生动地回答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创新精神”的焦点话题，例如：“中国人热爱学习吗？”“中国人善于学习吗？”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普通中国家庭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不是一种迫于外在压力的无奈之举，也不是因丧失对自身文化的熟悉与尊重而盲目崇尚外来文化的文化迷失。相反，他们在生活中做出的是选择，是基于独立判断和思考的结果。这一创作原则的意义在于它有针对性地表达了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逐步摆脱了近代曾一度出现的丧失文化自信的困惑状态，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学习和独立创新能力。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可见，梁先生所倡导的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所应持有的基本立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践行的文化态度，即“现在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10.3　总结

在讨论全球化态势下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多样性时，“通俗、流行的电视娱乐可能是视觉—听觉传播最重要的代表性部分。在过去10年，借助无线、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商业电视台逐步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研究持续地反映了美国在视听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Broadcasting of popular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may re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audiovisual sector，feeding the growth of commercial television station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terrestrial，satellite，and cable channels.Extensive research published since the early 1970s has consistently reporte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American audiovisual industry in the world）”
[1]

 。

由此可见，与报纸、广播、电影乃至互联网相比，电视的独特魅力在于能够绘制气象万千的社会画卷。传播理念科学且传播质量饱满的电视产品最能诠释“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的境界。美国长期占领视听行业最前沿，这个战略维护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中国电视传媒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传播。但是，若想取得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中国的电视产品必须做到能够向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递出中国自身总结的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体会和文化思考。在出现了不丹等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后，中国电视需要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播如何才能不脱离和遗忘自己的文化本源。

可以预见，电视传媒在未来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将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因此，“电视荧屏角力”会成为各国、各地区争取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实际上，欧洲早就做出了反应。1989年欧盟对电视业提出了要求，“欧洲电视频道需要给欧洲节目至少保留一半的传播时间，而且这个时间量不包括新闻、体育赛事、竞赛、广告、文字电视广播和电视购物等服务（European channels reserv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ransmission time for European work，excluding the time allocated to news，sports events，games，advertising，teletext and teleshopping services）”
[2]

 。不乏电视强国的欧洲所能采取的策略也只能是倚重强化保护。毫无疑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电视与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之路将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视传媒应该对世界，尤其是对同样处于国际传播探索过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一种有分量的智慧贡献。



注释


[1]
 Ronald Inglehart，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85.


[2]
 Ronald Inglehart，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85.









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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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

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其他方面看，唐代都是我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灿烂的鼎盛岁月、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时代。她所创造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也是如此的光辉夺目，映照千秋。唐代，早已熔铸成华夏永远的骄傲和自豪。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所总结的：

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高潮产生于西汉，第三次高潮产生于明清，第二次高潮就产生于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业品日益精巧，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1)



很自然，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后人总是怀着浓烈的兴趣从方方面面展开研究，从而使唐代成为学术王国中的一方沃土，成为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硕果累累、层出不穷的一大领域。“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唐代政治史；近几十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笔者注），他们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2)



在我们看来，唐代文明不仅集古典世界之大成，而且亦开近世历史之新声。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放吐纳之象，“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昂扬奋发之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奋发进取之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瞻远瞩之怀，在在都既凝聚着中国古典的精华，又与后代世俗化气脉隐隐相通。至于其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创设，如以开科取士为基础的文官体系和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法理架构，对近世历史的意义就更为明显突出——“前人之述备矣”。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制高点，从这一制高点上“瞻前顾后”，最容易把握五千年文明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在充满机遇与挑战、交织希望与危机的21世纪，身处精神分崩离析、灵魂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唐代文明的遗产便愈发显得珍贵。因为，正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对比唐宋两代的总体特征时所概括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当然，说唐世的人文气质能够化解现世的理性板结，无异于说唐代的藩镇割据实为北洋军阀之先导一样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但唐代文明及其“抒情诗气质”
(3)

 ，无疑可为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丰赡的文化资源和多维的现实参照。这也许正是越来越多的学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唐代文明及其蕴涵的诱因之一吧。

二

相对于唐代其他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闻传播方面的探讨无疑还比较冷清寂寥。与人们对近代新闻事业一茬一茬深耕细作的局面相比，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整体上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近三十年来，少数先驱者从不同地点踏入这片学术园地，开始垦荒、耕耘并且有所收获，但毕竟由于起步较晚且该领域牵连广泛，迄今成果屈指可数，先驱者的孤独身影在如此广袤的天地间，也如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拓荒者一样兀立荒原，形单影只。

关于唐代的新闻传播，戈公振在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著作《中国报学史》（1927）中，仅以有限的篇幅提了一下唐人孙可之《经纬集》里一篇读“开元杂报”的文章。此后约半个世纪，人们对唐代新闻传播的认识大致都停留在这一水平，进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是台湾的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先生，他在1966年发表的《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从开元杂报说起”，进而谈到了唐代的“报状与进奏院报”。
(4)



直到20世纪80年代，坚冰才开始融化，局面才开始活跃，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才开始显露新的生机。导致这一转机的因素大略有二：一是伴随新闻学术春天的到来，新闻史的研究也大踏步地迈进，不断将探讨的触角伸向未知的领域；二是传播学的引进，使学术观念豁然开朗，许多以前颇显逼仄的论题一下变得丰富多样，意蕴深广。在这一开风气之先的思潮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先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人。他发表在《新闻学论集》第五辑（1983）中的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是一篇影响广泛的学术力作，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

方先生这一结论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兴趣。时隔不久，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唐史学者张国刚先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便在《学术月刊》1986年7月号上发表了与方先生商榷的文章《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所谓两份，一指方先生文中论及的、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S．1156的归义军进奏院状（887），一指张先生自己发现的一份年代更早的、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47的归义军进奏状（约876）。张文的结论已在标题中挑明，即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此前，张先生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1986年3月25日），表达了上述观点。在我们看来，方先生探讨进奏院状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结论本身——虽说他的结论已是非同凡响——而在于从一片混沌中抓住了一个衍生力极强的学术话题，进而带动起实际上也已经带动起许多相关的研究。借用传播学议题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方先生等于为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设定了议程。对此话题大家尽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却不得不说着同一话题，而在这片众声喧哗的纷纷攘攘中自然会触发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知，进而使这方面原已显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探讨，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灭变幻中，不断向纵深处全面拓展。也就是说，进奏院状这步棋走活了，整个唐代新闻传播研究这盘棋也随之走活了。所以，我们说方先生在此的贡献首先还不在于解决了一个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在于以其通达的识见提出了一个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问题。即使有朝一日他的结论被改写修正，但他的创见对唐代新闻传播研究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却不容置疑，正如日心说虽已过时但它对科学发展的非凡贡献则无可估量。

三

除方汉奇先生之外，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姚福申先生也曾在唐代新闻传播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劳作，获得较为突出的实绩。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已发表了下列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

《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刊《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

《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刊《新闻大学》1982年总第5期。

《〈开元杂报〉考》，刊《新闻学论集》1985年总第九辑。

《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刊《新闻大学》1989年第1期。

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史料周详，实事求是，在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中独树一帜，正如方汉奇先生所称道的：

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他所写的文章，论证绵密，言必有征，时有创获，不落前人窠臼，是很可钦佩的。
(5)



尤其是《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一文，以露布、条报、进奏官报、邸报、榜文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有唐一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尽管不免于先驱者难以规避的粗疏缺失，但仍不失一篇颇有价值的开创性文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播研究的深入和传播学理的渗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孙旭培先生所倡导的“本土化”活动
(6)

 ，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如，1996年暨南大学新闻系的李异平和陶第迁二位先生发表的《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
(7)

 ，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揭示了唐代这方面传播活动的类型（政治传播、儒家思想传播、经济和科技传播、文化传播、宗教传播等）和方式（和亲、授学、商贸、民间往来等）。再如，刘光裕和郭术兵二位先生在1997年第1期《齐鲁学刊》上发表的《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一文，虽然重在文学，但对我们的研究也不无启发。

当然，总的来看，对唐代新闻传播领域的考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了解与认识还远不够清晰、完备、深入、系统。尤其是，许多与新闻传播有关的问题尚未触及，即便一些论及的问题也仍然不无暧昧、模糊乃至抵牾之处，甚至个别仿佛已成定论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推敲。迄今为止，最详尽、最充实地勾画唐代新闻传播风貌的，还数方汉奇先生等所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书中由方先生执笔撰写的有关章节，字数约两万字。其中所着力阐述的、同时也是学界所普遍关注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孙可之所提到的“开元杂报”
(8)

 ，二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其他有关新闻史的著述，其实也大多不逾这两项。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与裘正义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一书，在讲到“隋唐传播事业和官报体系”时，就基本沿用了上述研究中的观点，重点依然是“开元杂报”和进奏院状报。这既反映了研究的现状，又展示了研究的前景。“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纪晓岚），在唐代新闻传播这方学术天地中，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努力已为后来者打开了缺口，踏出了道路，甚至提供了可以依凭的落脚点，他们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更像夜幕笼罩中的一座座灯塔，引领探险的人们向神秘未知的领域前行。他们止步的地方，正是后人起步的地方，用纪晓岚的话说“有所藉者，易为力也”。

另外，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在纷然杂陈、森罗万象的隋唐研究中，有不少大家在追逐各自感兴趣的目标时，曾不经意地涉足新闻与传播活动领域，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由于勾连繁复，这类材料不可能悉数列举。如关于韩翃由“邸报”得知授官一节，就有傅璇琮先生《关于〈柳氏传〉、〈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和周绍良先生《〈柳氏述〉笺证》等文可供参考。
(9)

 再如关于唐代的邮驿制度，陈沅远先生也曾在《唐代驿制考》一文中早有论述。
(10)

 至于像陈寅恪、向达、岑仲勉、王仲荦等先生在其史著中所提供的线索与启发，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些著述与《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等一手资料一样，都是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依据。

四

从纵的时间维度看，我们所说的唐代新闻传播并不仅限于有唐一代，即从618年唐高祖立国到907年唐哀帝禅位。因为，唐王朝的历史生命同此前的隋朝和此后的五代十国构成相对完整的板块，形成血脉相通的肌体。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从581年到618年不过三十多年，但它却为唐帝国的空前统一与繁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此而言，隋朝与秦朝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两代而亡的短命王朝，但都建下一种为来世开太平的丰功伟业。没有秦朝便不可能有汉朝的强大，没有隋朝同样不可能有唐朝的崛起，范文澜先生说得好：

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11)



至于从907年梁太祖朱全忠即位到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五代十国时期，看似朝代更迭，天子辈出，城头频换大王旗，但整体格局实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之延续。如以统一与分裂为视角，那么从隋初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爆发，统一的趋势不断强化；而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不断加剧，这一升一降的持续运动，也使隋唐五代成为无法割裂的历史板块。探讨唐代的新闻传播，自然应遵循史家的这一共识，即将上限推到六世纪下叶，而将下限延至十世纪中叶。

从横的空间坐标看，界定论域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因为唐代的疆域既不同于今日的版图，又变动不居。照《新唐书·地理志》的说法，“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指安东都护府，治所在平壤），西至安西（指安西都护府，治所在库车），南至日南（指安南都护府，治所在河内），北至单于府（指单于都护府，治所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西北），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
(12)

 其中，变动繁仍的地区多在北部与西部，这些地区由于处在突厥等游牧民族与唐帝国两大势力之间而常常朝秦暮楚，从而使唐代新闻传播这一论题所涵盖的地域范围无形中也随之盈虚消长。这里，我们以唐帝国的有效辖区为主体，同时将视野辐射到与其历史命运联系密切的周边区域，包括渤海、回纥、吐蕃、南诏等。

这是本文论题的外在范围，至于内在界限当以“新闻传播”作为主体，其间既不应泛化到无所不包的传播领域，又不宜局促于别无分店的单一媒介。这一界限并非无关紧要。否则，要么由于面面俱到而冲淡主题难有新意，要么由于胶柱鼓瑟而束缚手脚限制眼界。

以新闻传播统摄一切论题的内在尺度确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一时代的新闻传播全景中进行合理而有机的“条块分割”，使之既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对此，自会言人人殊，英雄所见不同，但觉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无论怎样划分，不管每个内容板块如何建构，都应该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与一致。换言之，我们所分析、阐述、勾勒、概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应该符合或基本符合历史的原生态面貌，同时又在学术上、思想上自成一体、自圆其说。当然所谓历史的原生态面貌其实还是人们所知所感的历史影像，而非历史本身，因为作为实在的历史本身都只发生一次，并随生随灭不复存在。因而，与历史的一致与统一，充其量只能是与历史文献的一致与统一。

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程蔷、董乃斌二位先生，在其甚得好评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中写道：“唐帝国不但建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这个无与伦比的历史文明，至少应该包括四大部分，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
(13)

 。在这个“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范文澜）的文明之中，新闻传播也呈现着前所未有的灵动活跃，多彩多姿。一方面，它深受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组织结构、科技进步与精神气质的影响，从而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它又是唐代文明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是铸就唐代文明的要素之一。

那么，具体地说，唐代的新闻传播是受何种条件决定，为哪些因素所制约的呢？朱传誉先生在论及先秦的传播活动时，曾指出以下三个制约新闻传播活动的因素：“交通的发达”、“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及“思想言论的自由”。
(14)

 就此三条而言，唐代都有长足的进步。如唐代交通之发达，同条条大道通罗马一样为历代所称羡。杜佑《通典》在谈到开元盛世时，有一段常被征引的文字，对当时以京洛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状况做了生动的描绘：

东至宋汴（商丘、开封），西至岐州（宝鸡），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北京），西至蜀川、凉府（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15)



另外，几条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把中原与西域、中亚乃至欧陆地区联系得非常密切，各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从而使新闻传播也变得空前活跃。

再以言论的自由、思想的宽松而论，唐代也达到古典时代空前绝后的高度。唐代前期自不待言，由于国势强盛、国威远扬，人们普遍胸襟坦然，吐纳自如，《贞观政要》中那位礼贤下士、宽容大度的太宗形象，不妨说是整个时代精神的人格化身。而唐代后期的分裂动荡局面，又在客观上消解了大一统的权威及其对言论的管制，其中各地进奏院可以自由地传递中央的消息就是一例，须知汉代的邸吏胆敢如此必冒杀身之祸。
(16)

 尽管与历代王朝无异，奸人弄柄、指鹿为马、压制舆情、道路以目的事情在唐代并不少见，但相对来说唐代的社会空气无疑是封建时代中最宽松最宽容的，唐人“几乎是寻找一切机会谋求欢娱、快乐和自由，他们渴盼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
(17)

 。甚至唐代官员的惧内都是出了名的，如“吃醋”一典。如此的时代氛围和精神气质，自然对唐代的传播交流行为包括新闻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唐代新闻传播的发达归根结底还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发展、商贸活跃、国家综合实力的壮大和社会物质生活的繁荣。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促成了交往的社会需求与现实可能。
(18)

 不管中国古代的报纸是否起源于唐代，唐代的信息交流之充盈、新闻传播之迅达及影响社会之深远，都是充盈史册、有目共睹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新闻景观犹如唐诗一样浸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唐代历史的一抹鲜亮色彩。

同唐代的整个历史风尚一致，新闻传播的一大特征也是重文化、“尚词章”
(19)

 ，其中往往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展示着高贵的精神品位。随举一例。德宗兴元元年（784），名将李晟率部收复被叛军盘踞半年多的京城长安，战后依照常例起草了向朝廷报捷的文书——露布，送到德宗当时避难的行在梁州，其中写道：“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
(20)

 如此文雅清正古色古香的露布，为历代历朝所仅见，它不仅旨在传递消息，也重在彰显文化的意蕴和精神的气度。这种风格与宋代以后讲求实际，倾心世俗，着意于实在信息的新闻活动相比颇异其趣，而与“唐代……是一个新生与青春的时期，是一个抒情诗和宗教信仰的世纪”
(21)

 之情态则正相吻合。依据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中国历史一向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强调对本土文化的息息相关之感。
(22)

 这种独特的文化情怀，在唐代的历史及其新闻传播史中，或许可以说体现得更为突出而明显。

六

从文化类型上看，不同时代都存在着三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而又各自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我们姑且称之官方的主导文化、大众的民间文化和士人的经典文化。主导文化指向社会层面，重在巩固政统；民间文化指向生活层面，重在维系传统；经典文化指向精神层面，重在承担道统。邵建先生分析三种文化的当代特征时，将其概括为意识形态（主导文化）、意象形态（民间文化）和意义形态（经典文化）。
(23)



由此，我们可将唐代的新闻传播分解为官方的、民间的和士人的三个层面。其中，官方传播自然占据主流与主导地位，成系统、成规模、成建制地展开，是有意识的，其表征体现为以驿传为骨干的网络体系。而民间传播则是无意识的，整体上呈随意散漫无始无终之状，其典型是歌谣传说。至于士人传播则仿佛介乎二者之间，又确定又含混，又积极主动又漫不经心，其代表便是将官方的新闻与民间的传闻凝固下来的诗文撰述。如果说，官方传播犹如史诗，保留着大量英雄的符号——激情、理想、血火等，所谓“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那么，民间传播就是散文，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所谓“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至于“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为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
(24)

 的士人，其传播形态则似一幅历史的长卷，历久弥新，韵味无穷。

从并非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唐代的三种传播视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三种递进的社会交往形态，即人的依赖形态、物的依赖形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形态。
(25)

 它们与唐代三种传播格局的对应关系如下：

人的依赖形态——民间传播

物的依赖形态——官方传播

人的全面发展形态——士人传播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力丹先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所做的阐释，在第一种交往形态中，“人们的交往始终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个人在交往中始终没有独立的个性，人依赖于人们结成的共同体，仅仅以共同体的一分子的身份和心态参与精神交往”
(26)

 。在依赖物的交往形态中，马克思所说的物“主要指资本，或它的具体形式货币、商品”
(27)

 ，我们则把它当作官方的邸报邮驿之类的名物。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
(28)

 ，而这种联系的纽带正是四通八达的官方传播网络。第三种交往形态即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未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所设想的，我们将它与士人传播对举并不着眼于历史的内容，而仅仅是就其精神旨趣所做的类比。因为，在唐代的新闻传播领域中，士人传播应属高级形态，其传播主体所具有的禀赋、所显示的风貌及所张扬的自由心性，都指向生命的健全发展，就像李白这首名诗所集中展现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这里的“闻”已不仅是一种实际的交往，而更多的是一种诗性存在的流溢，是一种生命的汇通和心性的交融。

七

不论是官方传播，还是民间传播，抑或是士人传播，说到底都是人们的活动、人们的行为、人们的创造，借用李大钊先生在《史学要论》中揭示历史的妙语来说：

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
(29)



一言以蔽之，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这里，又涉及历史的本源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看似简单而实则繁复的历史哲学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历史的第一要义应该是人，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鲜活的而非概念的、主体的而非客体的人，亦即马克思归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史学研究的旨归都在人，而不在物。因为在所有历史事件与文献器物的背后，实际上都站着人，往昔一切仿佛纯然客观的东西都无非是人的延伸，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和精神的投影。正因如此，优秀的史家往往都如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所说，“善于捕捉人类的足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否则“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
(30)

 。

可惜，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多见物的堆砌而鲜见人的活动。具体到传播史领域，也不免由于物的过度扩张而使人的空间被挤压，由于学术的一味铺陈而使思想的事业受冷落，由于崇尚社会科学特质而使人文科学精神遭排斥。一句话，重理智，轻性灵。这种抽去人的史学势必丧失“活泼而和谐的韵味”（布洛赫），放弃天然的美与诗意，除去专业知识的累积之外，与历史的和现实的人都了不相涉了。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史家争论已久的问题：历史研究究竟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我们想，将史学包括传播史变为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所批评的“文学性较强的叙事史”，一切总以艺术性、修辞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为准自然并不可取。但是，另一方面，机械的操作、刻板的研究、僵硬的程式又容易使人沉溺于一些琐屑甚至无聊的主题，背弃“究天人之际”的精神力度、“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深度和“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气度，最终往往风干成毫无生气的木乃伊。

其实，正如真善美总是有机统一的，科学与艺术登临绝顶也不存在壁垒森严的鸿沟，美、诗意、想象力等看似与“科学”相悖的资质，却正是铸就大气象大景观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所谓相反者相成。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除去严谨求实的科学一面，不也是大美大诗吗？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在他所称的“如实记载”外，不也是一曲真善美的交响吗？

所以，历史既不应该是死且不朽的“出土文物”，史家亦不应该是矜奇炫博的“古董迷”，白寿彝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中说得好：

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中，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像，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
(31)



总之，一切历史的本位都在人。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体悟，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怅望千秋一洒泪、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同情之情怀，才是探索历史并展露其无穷魅力的动力与源泉。

对唐代这样一个青春洋溢、生命勃发的时代，这样一个将人的创造力挥洒得五彩缤纷、张扬得淋漓尽致的时代，这样一个弥漫着浓郁的人文之气、鼓荡着饱满的抒情之风的时代，理所当然地更应该凸显其中的人的形象，更应该以史、思、诗的笔触展示其活生生的风采。就唐代的新闻传播而言，如果仅仅是堆砌如山的史料，迷恋事实的罗列，着眼客观的价值，则无异于将好端端的活人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僵尸。这也是我们宁愿以“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而不愿以“唐代新闻传播史”总括此项研究的深层动因。我们尚不敢企望“大历史家，都是大思想家，同时也是大文学家”（白寿彝
(32)

 ）的境界，我们只是希图以文史哲的襟抱涵化唐人在新闻传播舞台上演出的有声有色的活剧，渴求以真善美的灵泉沾溉那诗意盎然的传播时代所遗留的一幕幕尘封于历史深处的动人场景。一句话，我们的旨归在于“复活”而不仅是“复现”一段新闻传播的历史画面。

以上我们由大而小、由虚而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步步解说了“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这一涉及广泛的学术论题。如前所述，这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未知的问题既多，已知的事项也不甚分明。我们虽然希望总揽全局，刨根究底，把该说的都说到，但由于诸般主客观的局限，最终能使说到的都是该说的，恐怕已是勉为其难。清初鸿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自序中引了一段他给人复信中的话：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但愿我们此行能少一点“废铜”而多一点“采山之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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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67页。


(18)
 此处的“交往”一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概念上使用的，即陈力丹先生所概括的：“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见陈力丹：《精神交往论》，2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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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邸院与驿传


 上篇

在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中，进奏院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因为，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报纸可上溯到唐代。而“唐代报纸的孕育和发展，是和唐代邸务和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1)

 。另外，经方汉奇先生考订并确认的一份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也正出自归义军进奏院。
(2)

 如此说来，唐代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轫史上的地位便显得十分突出，乃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代进奏院的面貌，决定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原始的报纸的面貌。

那么，唐代的进奏院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呢？遗憾的是，对这一关键问题，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与发展、构成与运作等环节，迄今为止传播史家尚未厘清，其间尚存一些语焉不详、朦胧恍惚甚至矛盾混乱之处。因而，我们需先就这一问题做一剖析，以期廓清唐代进奏院的“庐山真面目”。


 进奏院的由来

应该承认，关于唐代进奏院，当时和后来的文献中都没有留下多少详备的记录，似乎史家对此都惜墨如金，不肯浪掷一词。这也难怪，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者在谈及“史料的问题”时所言，许多在近代历史学家看来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领域，“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理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
(3)

 。

目前所见的一份较全面记述唐代进奏院的材料就是常被征引的柳宗元的《邠宁进奏院记》。“邠宁”指邠宁节度使，邠宁节度使设置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四年，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当年正月，史思明在河北魏州自称大圣燕王，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六十万大战史思明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不料竟溃不成军，眼见胜利在望的战局又陡然逆转。正是在这种严峻局势下，“六月，丁巳，分朔方（节度使）置邠宁等九州节度使”
(4)

 。邠宁的辖区约当今西安北至延安一带，它的进奏院在长安城内的宣阳坊。
(5)



柳宗元的《邠宁进奏院记》一文，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与职能做了如下叙述：

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邸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宾属受辞而来使，旅贲奉章而上谒，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大凡展彩于中都，率由是焉。故领斯院者，必获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
(6)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历来地方官进京朝觐述职，都得有个居住的地方，以便上朝时修整仪容，相聚时有处商讨。这在周朝，就是“邑”；在汉朝，就是“邸”；在唐朝，就是进奏院。进奏院的官员受各地方镇的委派出使京城，带着奏章面见皇上，同时就疑难事项向有关部门咨询，并与各方相沟通，以使朝廷的政令畅达。凡是想在首都一展风采者，大都经由此道。所以，执掌进奏院的官员，肯定可以获得登朝堂，历宫廷，拜见皇上从而通悉内外之情的机会。

柳宗元以寥寥几句便勾勒了进奏院的概貌，以及进奏院仰藩镇之威而通天听之势，笔法简当，令人叹服。只是讲到进奏院的起源时，仅以周之邑和汉之邸与之进行类比。这种类比如同现在人们常将进奏院与各地驻京办事处所做的类比一样，固然便于直观了解进奏院，但于唐代进奏院的由来及职司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不得其实。

认真追溯起来，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进奏院或许应从唐初的朝集使说起。
(7)

 朝集使不是常任的官职，而只是对一种临时性使臣的称谓。唐承隋制，每年的岁末年初，州级以上的各行政长官如都督、刺史等，必须轮流到京城集中，这些聚集京师的封疆大员便是朝集使。倘若某地遭受自然灾害，或遇军情紧急，那么主官不必亲行，可以委派上佐幕僚充任朝集使。另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云：“（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灵、胜、凉……等五十九州为边州，扬、益、幽……等十二州为要州。都督刺使并不在朝集之例。”朝集使的任务是“汇报所属官吏考课情况，进纳本地贡物，聆听皇帝敕命”
(8)

 。具体的日程安排为：

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正月一日），陈其贡篚于殿庭。
(9)



尤其是新年元旦这一天，皇帝要大会群臣，在朝堂举行隆重的庆典，谓之“元正朝集”，朝集使的参拜活动至此达到高潮。此后，朝集使们便可收拾行装，陆陆续续打道回府了。

由此看来，朝集使在京城逗留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10)

 其间，住宿一项自然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唐朝开国之初，由于百废待兴，许多运作程式尚不完备，不少典章制度还在草创之际，各地朝集使来京后都没有专门住处，而只能临时租房，与各色闲杂人员混居。就像《资治通鉴》中所写到的：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进京，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租赁）屋与商贾杂居。
(11)



这种状态对高人一等的朝廷命官来说，难免尴尬；对朝集使所履行的差命，也多有不便。故而唐太宗有一次对侍臣专门提及此事时说道：“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汉家故事，为诸州刺史郡守创立邸舍于京城。顷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既复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
(12)

 太宗以先秦的邑和汉朝的邸为先例，自然不堪忍受这种朝集使（考使）与末流之辈（商人）杂居的局面。

于是，贞观十七年（643）十月，李世民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余所。”
(13)

 建成后，李世民还亲临视察。这三百余所朝集使在京的官邸，与当时全国358个州的总数相当，
(14)

 大约合一州一邸。从此，地方官进京办事，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居停之所，对此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各州的驻京办事处。不过，好景不长，不到半个世纪，至高宗永淳元年（682），由于“关中饥乏，诸州邸舍渐渐残毁”
(15)

 。到中宗神龙元年（705），更有朝臣上奏，请求将诸州邸舍变卖
(16)

 ，朝集使的职任仿佛可有可无了。


 长安与诸道进奏院

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安史之乱爆发。这个凸现于唐代中叶的天崩地裂的事变，将有唐一代的历史拦腰断为两截。从此，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构成唐代下半期的一条历史主线。

正是在这一中央权威日衰而割据势力日隆的背景下，当年唯恭唯谨、贡奉述职的朝集使便从历史的画面中悄然淡出
(17)

 ，取而代之的便是作为“唐五代诸道方镇及直隶州在京师长安所置办事处”
(18)

 的进奏院。进奏院大约出现于兵荒马乱之际的肃宗与代宗时期，最初的情形已不可考，想来当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一些主要的军镇如郭子仪的朔方军、李光弼的河东军等，为加强同中央及各地的联系与协调而临时设立的应急机构，所以开始都叫“上都留后院”
(19)

 。至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五月，“诸道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改为进奏院”
(20)

 。这是进奏院的正式设立。主持各进奏院事务的一般都是节度使麾下的大将，称进奏官，又称进奏吏或邸官、邸吏。笔者所见最早一条提及进奏官的材料，出自郭子仪的《祭贞懿皇后文》。贞懿皇后为代宗的宠妃，大历十年去世，“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大历）十三年十月方葬”
(21)

 。下葬之年正是上都留后院改名为上都进奏院的第二年。郭子仪在这篇祭文中提到的“上都进奏院官傅涛”，大概是见诸文献的第一位进奏官了。
(22)



作为“藩镇和朝廷间的联络机构”
(23)

 ，唐代的进奏院不仅随着藩镇势力的崛起而出现，而且随着藩镇势力的发展而变化。到了9世纪初叶，全国节度使已发展到48个
(24)

 ，与此同时各道进奏院也差不多达到相当于此的数目。据清人徐松撰述、近人李健超增订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记载，唐代设在长安的进奏院至今可考的共有53家，详细情况与具体分布如表1—1所示：

表1—1　唐代上都进奏院详情一览表



	所在坊区名
	进奏院名
	数目
	页码



	务本坊
	西川、齐州进奏院
	2
	62



	崇义坊
	兴元、鄜坊、易定进奏院
	3
	64



	长兴坊
	镇州进奏院
	1
	66



	永兴坊
	凤翔、陈许、湖南进奏院
	3
	83



	崇仁坊
	东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兖州、太原、幽州、盐州、丰州、沧州、天德、荆南、宣歙、江西、福建、广、桂、安南、邕州、黔南进奏院
	23
	87



	平康坊
	同华、河中、河阳、襄、徐、魏、泾原、灵武、夏州、昭义、浙西东、容州进奏院
	12
	91



	宣阳坊
	邠宁、东川、振武、鄂州进奏院
	4
	95



	胜业坊
	陕府、郑、滑进奏院
	3
	122



	道政坊
	东平进奏院
	1
	143



	靖恭坊
	金州进奏院
	1
	150




资料来源：据《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编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由表1—1不难看出，约占总数2/3的进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与平康坊，其中尤以崇仁坊为盛，达到23家。这一布局的形成当然不是偶然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不妨先简单谈谈唐代的长安。

长安，居唐代“五都”之首
(25)

 ，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长安的城市布局十分规整，整个城市呈坐北朝南之势，颇具王家气派。其中位于北端居高俯瞰的，就是皇宫。这与明清皇宫位于市中心的格局形成明显而有趣的对照：一者是开放吐纳的，一者是局促封闭的，其间所表露的不同文化心态耐人寻味。唐代皇宫由两部分组成，即南部的皇城和北部的宫城。皇城主要是政府各部门如尚书省所在地，“百僚廨署列乎其间”（《唐六典》）。宫城是皇帝、后妃等居住活动的地方，其主体便是唐人习称为“西内”、“大内”的太极宫，而它的北门正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玄武门。

除太极宫之外，在长安宫城东北龙首原上，还有唐时称为“东内”的大明宫。这里是皇帝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地方。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都设在此处，也就是说唐朝的宰相们都在东内办公。所以大明宫堪称唐王朝的政务中枢。在大明宫以南皇城以东，还有被称为“南内”的兴庆宫。它原是唐玄宗做王子时与兄弟们同住的宅邸，号称“五王子宅”，后来他当了太子还住在此处，开元初遂令将这一片潜龙之邸扩充为兴庆宫。以上犹如“品”字鼎足而立的大内、东内和南内，就是唐人常说的“三大内”，亦即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所称“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的场所。

三大内外围的长安居民区称外郭城，在统一的设计下被整整齐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坊（或说一百零九坊）和东西两市。从皇城中门的朱雀门起，由北而南的朱雀门大街犹如一条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边属万年县，西边属长安县，两县统归京兆府管辖。城内的十四条南北街和十一条东西街垂直交叉，将全城切割成一个个独立而又相连的坊，其中东市与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坊是长安市内的基本住宅区，除皇室及其侍卫之外的几十万长安人，包括官员、百工、市民、商旅等都散居在这一百多坊之中。每坊四周都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四边各开一门，坊门晨启昏闭，城区实行宵禁。坊内为一宽敞的十字街巷，连通四门，巷内有曲，将每坊隔为十余区，其间遍布王府、官邸、寺观、店铺等。一般说来，达官显宦、文士名流大都喜欢居住在朝市附近（朝指皇宫，市指东西两市），东城万年县更是首选之区。

理清了唐代长安的基本格局，也就不难理解进奏院的分布特征了。对照唐代长安的地图，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各进奏院所在的坊都在东城，并都紧挨着品字形的三大内。其中集中了最多进奏院的崇仁坊就在品字的两个下口之间，具体说就在皇城与南内之间，往北隔三个坊正对着品字上口的东内，往南依次为妓院云集的平康坊
(26)

 与宣阳坊（以进奏院数而论，两坊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这两坊的东面正是长安城最繁华的东市，或称唐代长安的王府井。难怪“选人京师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27)

 。同样，毫不奇怪，2/3的进奏院也自然都集中在祟仁坊一带。既然进奏院要代表地方藩镇同中央王朝打交道，既然作为常设机构进奏院除公干之外，还免不了有大量的生活起居之需；那么，在长安城里，还有哪里比崇仁坊这类既靠近宫廷又毗邻闹市的里坊更便利更合适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对进奏院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地方显然是进退自如，左右逢源。顺便提一下，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
(28)

 后来入朝为官，朝廷赐他的一处宅邸就在平康坊
(29)

 ，而归义军进奏院所在的街坊却湮没无闻了。从这一情况可以推断，上列“唐代上都进奏院详情一览表”中的五十三家进奏院，并不代表进奏院总数，而仅仅代表目前坊里可考的进奏院总数。当然，实际数目应该距此不远。


 进奏官素描

关于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做过精炼的概括：

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
(30)



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先生又进一步阐明：

（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
(31)



下面我们就从进奏官入手，来探究一下进奏院的日常事务。

如前所述，主持进奏院日常工作的是进奏官。进奏官由藩镇首脑委任，多为亲信，“因此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
(32)

 。鉴于藩镇在唐代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局面，称雄一方的割据势力常似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的史实，类似下例的情形便不足为奇了。昭宗龙纪元年（889），权势倾天、不可一世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温），在刚被封为东平郡王之后不到一年又要求兼领盐铁使这一肥差，结果遭到嫉恶如仇、欲振朝纲的元老重臣孔纬的断然拒绝。孔纬声色俱厉对宣武军进奏官说道：“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
(33)

 完全是一副两国交兵最后通牒的口吻。

不管是上都留后院，还是上都进奏院，从传播的角度看，其功能都不外乎通风报信，即向朝廷禀报有关事项和向藩镇传递有关信息。前者正如朱全忠求盐铁使一例所示，后者则更频见于史籍记载。比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盘踞开封的朱全忠准备向山东淄青镇节度使王师范发起攻击，但又害怕他的老对手、山西军阀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于是，他就在长安故意放出风来，说我与李克用本没有太大嫌隙，希望朝廷善待他，多加抚慰云云，摆出一副和好的姿态。这个政治气球立刻由李克用的进奏官传到了山西，狡黠的李克用一眼就识破了朱全忠的用意，笑道：“这个老贼想用兵淄青，说这番漂亮话不过是怕我从背后袭击他罢了。”
(34)



随着朝廷的日渐衰败与藩镇的日渐强横，进奏官的形象也一天天地从循规蹈矩、奉命唯谨变得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比如，进奏院出现之初的德宗贞元元年（785），三朝元老李泌在单骑抚定陕虢叛乱前，曾召集“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谈话，气氛好像一场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
(35)

 时隔不到半个世纪，至文宗太和七年（833），当朝廷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时（当时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一向为“大尚书”），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便已是咄咄逼人地面见宰相，辞令傲慢地故意说道：“军中不识朝廷之制，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这等于明言，宣诏的敕使一到卢龙必被拘留。听到这种放肆的言论，宰相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以为意”。胡三省忍不住地写道：“徐迪敢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无所惮耳。”
(36)



谁知更加无所忌惮的还在后面。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900），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皇帝，矫诏令太子继位，而策划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中，就有朱全忠宣武军的进奏官程岩。当时他“率诸道邸吏牵帝（昭宗）下殿以立幼主”
(37)

 。不过，这场政变很快破产，刘季述等被诛。此前，朱全忠在开封曾召还程岩，等听到昭宗复辟的消息后，便“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后来，程岩与其他同谋一起被斩于长安。这场闹剧虽然未能成功，但进奏官（邸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废立行动中，由进奏官参与策划的大概唯有这空前绝后的一次。当时进奏官之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进奏官的权势说穿了不过是狐假虎威，挟诸侯以令天子而已。所以，藩镇强，其腰板就硬，如上述李克用的河东进奏官，朱全忠的宣武进奏官等；而藩镇弱，则其说话就软，如归义军进奏官代张淮深求赐节度使旌节达十几年而毫无结果。至于哪个藩镇一旦被朝廷宣布为叛镇，号令举国共讨之，那么其进奏官可就成了过街老鼠。如武宗会昌三年（843），河北的昭义军叛乱时就是如此。当时入唐求法寓居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述：

河北道潞府节度使刘从简（应为刘从简之子刘稹，时刘从简已死——笔者注）叛，勅（敕）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潞府。……潞府（即昭义）留后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孙，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脱，不知去处，诸处寻捉不获。唯捉得妻儿女等，斩[image: ]
 （杀）破家。有人告报：“潞府留后押衙畺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image: ]
 （杀）三百余人。
(38)



唐代与进奏院相关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李师道东都进奏院的一次流产暴动。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他设在洛阳的进奏院是史书所载的少数几家东都进奏院，地处城区南端的兴教坊
(39)

 ，傍依伊水，前临嵩岳。我们推想，这家进奏院当与东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形同虚设。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历史事件，李师道设在洛阳的这一莫名其妙的进奏院八成也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了。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下引的一段出自《旧唐书·本纪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洛阳）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众）则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尽擒之，审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圆净）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在进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这部分内容偏巧缺失。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进奏院里藏匿了数百兵丁，表明其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做了概略的描述。总括起来说，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师无邸”，朝集使只能租房与商贾杂居，至贞观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为之作邸”。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开始陆续在京师设立上都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诸道留后院正式更名为进奏院。现在坊里可考的唐代进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数距进奏院的实有数目相去不远。此外，在东都洛阳还有淄青等几家进奏院。进奏院除了通风报信之外，还经常干预朝政、拨弄是非。
(40)

 至于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待后文另述。


 下篇

勾画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不能不涉及交通；单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关注的又在于唐代的一整套驿传系统。

陈鸿彝先生在《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写下一句简明而不无深刻的话：“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
(41)

 对现代人来说，交通的信息传播功能已不明显。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交通无非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资讯发达、媒介兴盛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电话电传以及新兴的互联网，便能及时便利地获得潮汛般的滚滚信息，无需等待远方的行旅之人亲自捎来的口信，往昔许多亲身交往当面沟通的机会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对古人来说，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吴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阻隔，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陇右驻军东调之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大约五年，朝廷与西域之间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情况，以致守军仍旧沿用已经更改的年号，而当朝廷后来得知他们忘身报国、坚守西域的通报后，上下无不为之“酸鼻流涕”
(42)

 。

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
(43)

 ，而支撑这一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驿传系统。它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网络，将中枢——朝廷及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


 历史上的驿传

所谓驿传，区分起来基本上乃由驿路与馆舍两个相连而相别的部分所组成。前者是以官道为主的交通“网线”，“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西行》），便是其形象写照。馆舍是驿传系统的“网结”，作为驿路上的中继站供途中往来人员歇宿休憩。
(44)

 《太平广记》收有这么一则文坛轶事：

刘禹锡赴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女子）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司空）特令二乐妓侍寝。”
(45)



这里说的“大醉而归驿”的驿，其实就是驿馆。至于刘禹锡醉中所赋的那首诗，便是司空见惯一典的出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驿路与馆舍，仿佛一串不可分开的珍珠项链，一者是珠，一者是链，二者总是彼此相连，就像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一诗里所写道的：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下面先谈驿路，再说馆舍。

说到唐代的驿传，让我们先来看两首隽永的小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
(46)



这两首小诗一为南朝人所作，一为唐朝人所作。很显然，两首诗的意境一脉相通。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诗的艺术，而在诗中历史画面的相似与相承。事实上，唐代的驿路交通正是从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高适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一文中对此所做的简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唐皇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億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
(47)



细考起来，唐的驿政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的置邮传命制度。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在齐，欲对两位“贤士”行刑，周公听到消息后，立刻“乘传”前往齐国去劝阻。所谓“传”，即后世常说的“驿”。借用颜师古的解释：“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
(48)

 周代担负传驿事务的，称行夫。他们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邦国之间穿梭往返，传递各种官方信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周礼·秋官·行夫》）。行夫传命分徒传与遽传，前者步行，后者乘车。《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孟子·公孙丑上》篇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据此可知当时驿路之畅和遽传之迅。周人有“师行三十”的说法，意谓部队行军每天以三十里为程，故三十里又称一舍，舍有支帐露宿之意（“凡师，一宿为舍”
(49)

 ），退避三舍之说便由此而来。周人定制，后人因之。正因如此，历代多将两驿之间的距度定为三十里
(50)

 ，而传舍、客舍、馆舍等名称的由来也与此相关。

当然，对唐代驿制产生直接影响的还得首推魏晋南北朝驿制，二者的亲缘关系在前引两首小诗上得到传神的体现。南朝的驿传体制在秦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较突出的一项就是南方兴起的水驿。水驿最早出现于孙吴时代，两晋以后日渐普及，日趋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的公文传递与官员赴任，大多经由水驿。另外，北方的驿路也四通八达，十分畅通。下面一则轶事，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驿传情形：

（陈）元达少有志操，（刘）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达。
(51)



1972年，在嘉峪关的魏晋墓里，出土了一块画像砖。上面绘着一个驿使骑在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疾驰飞奔，生动地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情景。东晋的蔡谟，在谈及后赵的驿传时说道：

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
(52)



前秦苻坚建都长安后，在王猛的辅佐下，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规整的驿传体系：

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
(53)



当他听说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下令大将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所谓驰驿，是与乘驿相对而言的。如果把乘驿比作普快，那么驰驿就是特快；一者在普通情况下使用，一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北齐时规定，陆驿日行二百里。有一次，北周宣帝从长安到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
(54)

 。

魏晋时代的这套完备发达的驿制，为隋朝所直接继承，而且继承得顺畅自然，天衣无缝。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隋之取代北周本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于是，公元580年当杨坚派心腹韦孝宽，前去接替北周元老重臣、时任相州总管尉迟迥的职务时，韦孝宽便很自然地利用北周的驿传系统，导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剧。当时，尉迟迥已知杨坚“将不利于（北周）帝室”，准备“举兵讨之”
(55)

 。韦孝宽行至中途，察觉形势不妙，赶忙打道回府。为防追兵，韦孝宽想出这么一条妙计：

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尉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
(56)



隋唐之际，戎马倥偬。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弑，三十多年间兵革不息，烽火相连，内外战事此起彼伏。结果，驿传系统总是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乘驿驰传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

（公元584年）吐谷浑复寇边，西方多被其害，命（贺娄）子幹讨之。驰驿至河西，发五州兵，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
(57)



（公元590年）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王韵）仍为长史。岁余，（王韵）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王韵字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也？”言甚凄怆。
(58)



（公元590年）上（文帝）以（杨）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杨）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
(59)



（公元602年）朝廷恐（蜀王杨）重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
(60)



…………

车辚辚，马啸啸，驿道上滚滚的烟尘惊扰得行人惶惶不安，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潮水般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地响过，为隋唐之际的大动荡平添许多喧嚷惶乱的声息。以至于天台宗创建人智[image: ]
 ，都不得不向曾驻江都的东南总管杨广上诉，“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的驿站交通的打扰”
(61)

 。智[image: ]
 不知道这种打扰已经接近尾声了。隋朝的覆亡始于杨玄感的叛乱。在镇压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时，驿传作为朝廷的神经传导系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此后这一系统便随王朝的分崩离析而改换门庭。大业九年（613），当隋炀帝在高丽前线苦战之际，后方督运粮草的杨玄感举兵反隋，一时应者云集，天下竦动。炀帝慌忙派遣身边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武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
(62)

 。当时率领水军正准备由东莱直趋平壤夹攻高丽的大将来护儿“闻玄感围东都，召诸将议旋军救之。……即日回军，令子（来）弘、（来）整驰驿奏闻”
(63)

 。正是在这一派兵慌马乱乘驿驰传声中，李唐王朝的身影开始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显现出来。


 隋唐驿传的发达

唐朝开国元勋魏征，当年奉使出关时，写下一首沉雄慷慨而启盛唐之风的名作《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对于此诗及其本事，人们都很熟悉，但对他“驱马出关门”是乘传而行便未必清楚了。那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魏征随（李）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即李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李密旧将）徐世[image: ]
 书，劝之早降。
(64)



于是，徐世[image: ]
 便投降了李唐王朝，被赐予“御姓”，成为凌烟阁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李世[image: ]
 。但他的孙子后来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又被削夺李姓，复还原姓，这就是赚得骆宾王一纸千古檄文的徐敬业，而徐敬业兵败被杀后，他的首级还是由驿马载入洛阳的。
(65)



唐代疆域辽阔，气魄恢宏，文化昌盛，声威远播。它的水陆交通线覆盖全国，通达四邻，为大唐帝国空前规模的人员来往、物资交流和信息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陈鸿彝先生所概括的：

唐政府除对上述国家干道倍加注意外，在各州郡之间，还修筑了地方干道，各县之间，也有大道相通，这样层层级级，构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而稠密的交通网络，水陆通联，江海并举，使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起来。……“忆昔开元全盛日，远行不劳吉日出”，讲的就是交通形势。
(66)



与之相应，唐代的驿传也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程度。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一文所述，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驿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驿道不仅平整宽阔，而且夹道绿树成荫
(67)

 ，往来使者，通行无阻。

在驿道沿线一般每隔三十里设一驿（馆）
(68)

 ，唐朝极盛时期“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其中水驿二百六十个，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个，水陆兼驿八十六个。
(69)

 李白流放夜郎时，乘的就是水驿。这个“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余光中）的浪漫诗人，如今被押解着去荒远之地，心情自然十分苦闷，因而途中作诗写道：“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70)

 而当他突然遇赦获释时，那心情又像飞流而下的小船一日千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来说，水驿备船，陆驿备马，所备船马数目如下：

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驿驿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
(71)



另外，“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72)

 ，就是说每个驿站拨给四百亩驿田，专门用于种植饲料。

唐代驿传系统的最高管理部门，属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具体说是兵部所属兵部、职方、驾部与库部四个部门中的驾部。驾部有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
(73)

 。除中央部门外，地方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
(74)

 ，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
(75)

 ，诸县令兼理。为督促这些常设部门的工作，唐玄宗开元年中，又“以监察御史兼巡传驿”，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正式定“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
(76)

 。唐中期后，宦官势力猛增，窃权弄柄无所不为，从8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进而插手“管理驿传、馆舍”
(77)

 ，频充馆驿使。
(78)



在驿道上乘传驰驿，决非随心所欲如郊游旅行，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矩。首先，任何“搭乘”人员，不管是驿使还是往来迁黜的朝廷命官，都必须持有通行证——“传符”
(79)

 。在京人员的传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门下省审批
(80)

 ，在外则由各军州颁发。
(81)

 其次，什么级别的干部乘什么级别的车，都有定制：

给驿（马）者自一品八匹递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车）者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
(82)



最后，最要命的是，驿道上的各色人等每天应走多远，也有法定的里程，若在指定的时间不能到达指定的位置，就要受到轻重不等的相应处罚。如驿使传递公文，耽误一日杖八十，若耽误的是军事情报，则处一年徒刑。
(83)

 根据唐制，“乘传（车）日（行）四驿（一百二十里），乘驿（马）日（行）六驿（一百八十里）”
(84)

 。这种驿传的定程化，其便利统治的优越性不待多言，如对一切属于官事范畴的人员流动实施严密的监控，若想越雷池一步立刻就会露出马脚。再如，“对于京师的当权者来说，那遍布全国的驿站和驿道，便有如拴着一串串蚂蚱的绳子，若是心血来潮，要追加什么处置，只须顺便提起一串，指点着其中的一只，说一声‘钦此’，缇骑顺藤摸瓜，省心极了”
(85)

 。由于时速、里程、停靠地点等都有定式，因而一上驿道就如列车开行般准时正点。白居易在一首忆念元稹的诗中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而这一天元稹恰到梁州驿站。

驿传的功用很多，远不仅限于递送公文。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实例：

秦王（李）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郎，会上（李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李）元吉。
(86)



（李）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建成心腹李）瑷（时为幽州大都督）。……（李瑷密谋起事）发驿征兵。
(87)



唐永淳（高宗年号）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不久徐敬业兵败被杀，首级被）驿马驮入洛（阳）。
(88)



（698年，狄仁杰率军击突厥，获胜后）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
(89)



（中宗之子李重福谋反）自均州（湖北十堰）诈乘驿与（洛阳人张）灵均继进。……（乱平后）诏曰：“……私出均州，诈乘驿骑，至于都下（洛阳），遂逞其谋……”
(90)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祗洹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91)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尝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以彩笺敕左右书之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史朝义封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吏龙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叶。”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贽之下。”……郡国传写，置之邮亭。
(92)



（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乘驿赴东京招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
(93)



…………

从以上这些遍布典籍、随手拈来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驿传的“多功能”面貌。除去大宗的物资转运，中央与地方的任何大大小小、正常异常的交往，可以说都无不经由驿传系统。这种形形色色无所不包的交往，概括起来无非两大类，一属人员流动，一属信息传通。人员流动主要涉及官员之入京、赴任、出使、贬谪，此外是朝廷特命征召的各色人等，如贤士、僧道、罪人等。
(94)

 至于信息传通，后文将做详细探讨，此处暂不多谈。


 客舍青青柳色新

上文提到，驿传包括驿路与馆舍两项。驿路的情况明朗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馆舍。
(95)



山不转水转。如果把驿路比作流动的水，那么馆舍就是恒定的山，山水相依才构成一套完整的驿传网络。玄宗朝设立的馆驿使一职，可谓名副其实地折射出这一山光水色交相映衬的历史图景。那么，何为馆舍呢？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童稚都能脱口背出的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中的“客舍”，即指驿道上的馆舍。它的叫法很多，在各种文献中，下列名称都不时可见：客舍、邸舍、邸店、邸肆、邸第、传舍、亭、驿亭、邮亭、驿等，其中一些如“邸”并不专指官方的驿馆，有时也兼谓私家的旅店。在所有关于驿馆的称呼中，使用最频繁的是驿，或是传舍。这里的驿，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驿站，各驿站的正式名称都带驿字，如都亭驿、蓝桥驿、上源驿、敷水驿、铜台驿（曹操所置铜雀台之处）等，最为人知的当然还数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驿。据《杨太真外传》记述：

（杨国忠死后）上乃出驿门劳六军。六军不解围，上顾左右责其故。高力士对曰：“国忠负罪，诸将讨之。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伏乞圣虑裁断。”上回入驿，驿门内傍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仗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进。京兆司录韦锷进曰：“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逡巡，上入行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

从里边看，驿站是丰屋美食的楼堂馆所；从外面看，驿站又是城楼森然的军事堡垒。《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过一篇介绍我国现存最大也最完整的古驿站——鸡鸣驿的报道，其中对这座建于明末位于京郊的驿站所做的描绘比诸唐代驿馆的形状规模，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

古驿系砖包土城，高十余米。四面城墙下均布角台。墙体外侧每间隔三五米便密布垛口，似隐含重重杀机。垛墙下有望口、射孔与排水孔道，内侧亦有相应之女墙，在南角“马面”上则各建魁星楼。驿站城内曾经是繁华大场面，当时日杂、酒店、当铺、面食店遍布，老爷庙、灶神庙、城隍庙、戏台等一应俱全，并有慈禧西逃时住过的贺家大院。院内紧靠墙体有5米的环城驿道，平素便利交通驿递，战时集结设防。……鸡鸣驿边长一里十三步（相当于400多米）的古城墙，崩坏速度每年超过15米……丞署北端的龙王庙更是破败……
(96)



以鸡鸣驿为参照，也能推想唐代驿站的大致格局。

根据重要与繁忙的程度，唐代的驿站分为六等。一般来说，驿站外面都有门墙，里边则有厅堂、厨房、马厩、仓库等。一流的驿站犹如高级宾馆，不仅宏大宽敞、设施周全，而且草木葱茏，环境幽雅。其中规模较大者，简直像一座“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城堡。对这等“合土以峻墉，攻木以高户”（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的驿站，唐人在诗文中经常谈及。如刘禹锡在《管城新驿》中的名句：

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领甓刚滑，求精于内也。

大意是说，院里的道路宽敞整齐，周围遍植桑竹，驿内的景致胜过外面；所有的建筑都选用名贵材料，装饰得精美华丽，驿内的装饰精益求精。

唐代最壮观豪华的驿站，应为汉中的褒城驿。中唐文人孙樵在《书褒城驿壁》中曾盛赞：“褒城驿号天下第一。”这所驿站墙垣高大，门楼壮伟，人来客往每岁“不下数百辈”，驿站里面厅堂崇丽，屋舍勾连，庭院间还有池塘逶迤，绿波荡漾，可泛舟，可垂钓，应有尽有，舒适安全。从下面这则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故事里，也不难想见此等驿站的气派：

江南有驿使，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到，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茶经》作者陆羽）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腌菜）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蔡菜谐音）。”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97)



唐代驿站引人注目颇富诗意之处，当属驿楼。驿楼之于驿站恰似皇宫门楼之于整座皇宫。唐人歌咏驿站的诗文，一般都少不了驿楼的意象，如：

山槛凭南望，川途眇北流。远林天翠合，前浦日华浮。……

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

朝来登陟处，不似艳阳时。异县殊风物，羁怀多所思。……

孟浩然《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

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

去时楼上清明夜，月照楼前撩乱石。……

元稹《西县驿》

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

李德裕《盘陀岭驿楼》

诗文中的“城”字，其实是指驿站。对唐代驿站的形象把握，莫过于把它看成一座类似前述鸡鸣驿的城堡。这样，才便于理解隋唐典籍中许多现在觉得语焉不详而当时看来却不言自明的表述。像“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隋书》卷4），“郡县驿亭林坞皆筑城”（《资治通鉴》卷182）等，都隐含此旨。下面这首李商隐的诗，可以说是对驿站风物一个全景式的素描：

庙列前峰迥，楼开四望穷。岭鼷岚色外，陂雁夕阳中。弱柳千条露，衰荷一面风。壶关有狂孽，速继老生功。

《登霍山驿楼》

建筑的式样，说到底总是由建筑的功用决定的，唐代的驿站也不例外。从职能上讲，驿站犹如兵站，缀于唐帝国各条驿道上的大大小小的驿站，其实都是军事或准军事单位。在现代人眼里，驿站可能仅仅是公差人员中途歇脚换马的招待所；但在古代，驿站却是军务关紧不容儿戏的兵站，只是这种兵站不负责转运粮秣兵员而已。

唐代的驿站都设主事的驿长或称“驿将”、“驿吏”，
(98)

 驿将手下又有多少不等的“驿丁”或称“驿卒”，而各驿站又统归尚书省的兵部管辖。驿吏，属下级官员，品秩不高，故正史多不传，只在一些野史小说中偶见其身影。如下面这则关于武周朝名相娄师德的传奇：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师德）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

…………

（后为纳言平章事）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师德）索马。判官谘，意家浆水亦索不得，（驿将）全不祗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你竟）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wò，为泥土所沾污）却（我的）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
(99)



李商隐有首诗专写驿吏，名为《戏题赠稷山驿吏王全》（《全唐诗》卷540），题下还有一段小注：“（王）全为驿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诗章。”李商隐这首赠给驿吏王全的玩笑诗这么写道：

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过客不劳询甲子，惟书亥字与时人。

由于具有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特性，驿站也就难免萦绕着杀伐之气，闪烁着刀光剑影。隋唐五代的驿站同样不知见证了几多血泪交织的惨剧，以至于提起它来总免不了联想到赐死、谋杀、攻伐、算计等名目，杨贵妃在马嵬驿的香冢便是这一幕历史的象征与投影。《资治通鉴》最后一条的记述，就是一幕骇人的驿站刺杀镜头：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南）唐，（后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使者）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

明确此点大有必要，因为唐代官方的新闻传播正是在这一体制中运作，在这一背景中发生，它的内蕴与表征不能不与此丝丝相扣，息息相通。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由前述驿路和馆舍所构成的唐代驿传系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套官方的交往系统。除去朝廷食粮所系的漕运系统，一切事涉官方的交往活动——不管是黄钟大吕的军国要务还是鸡零狗碎的荒唐之举，最终都无不依赖于驿传系统。

上文提到，这套系统所承担的包罗广泛的交往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属人员流动，一属信息传通。而所谓的信息传通，实际上主要系于驿骑。

驿骑，是驿传系统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子。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驿骑的驿传系统，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血液的血管。唐代的官方传播活动，正是由千万无名无姓的驿骑支撑起来的。所以探讨唐代的官方传播，不能不勾勒驿骑的群像。

驿骑，又称驿使，驿子
(100)

 ，负责传递一应军政公文、物件及递送过往官员。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晚唐时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描绘了驿使身背布袋行色匆匆的模样。不管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刺骨，也不管是暴雨倾盆还是风沙弥漫，驿道上总有驿使纵马驰奔，急如流星。“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已成为他们身影的历史定格。至若杜牧《过华清宫》一诗中的驿骑形象更是广为人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此诗的内容人所共知，不待多言。只因贵妃娘娘爱吃鲜荔枝，于是每年荔枝成熟季节，君王便不惜动用驿骑，千里迢迢地从四川涪州飞速将此鲜美水灵尚未变色的佳果送进宫来。结果自然出现这么一幕荒唐可笑的画面：但见风尘滚滚，驿马狂奔，不知情者以为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紧急军情，殊不知原来竟是君王为博美人欢心而让人送来的一点水果。无独有偶，不久史思明也如法炮制，利用王朝的驿传网络将鲜樱桃从洛阳送给在河北的养子史朝义，这也算一种上行下效吧。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当年“一骑红尘”所经的路线，系由今天的四川涪陵，经万县，再从陕西商洛、蓝田一线抵达长安
(101)

 ，全程二千三百多里
(102)

 ，即使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怎么也得五六天
(103)

 。另外，据宪宗朝的翰林学士李肇记载，贵妃娘娘吃的荔枝也有从南海（今广州一带）送的：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104)



看来不管驿骑如何快马加鞭，也是无济于事了。

唐代驿骑分“普快”与“特快”。前者传递例行公文，后者传递火急公文；前者日行六驿，即一百八十里，后者日行十驿甚至更多；前者是“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韦应物《突厥三台》），后者是“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高适《燕歌行》）。常人心目中的驿骑，多为后者，亦即唐人所谓的急递、急脚、急脚递。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描写的：

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又旋风般地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
(105)



更如当代一位诗人所咏歌的：

驿骑的马蹄声

似开堂密鼓

琵琵铮[image: ]


由远及近

踏碎黎明的山径

最后几粒寒星

只见城门洞开如电

烟尘掠过如风……
(106)



这里描写的，都属驿骑中的“特快”——急递。
(107)

 急递固因其戏剧性紧张感而为人瞩目，但在传驿舞台上大量活动着的还是扮演群众角色的“普快”。由于人卑事碎，他们的面目早被时光的流水漫漶得模糊不清了。好在从后代与之相承的人员身上，我们尚能依稀辨认出一些他们的特征。闻名于世的瑞典现代探险家、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其内涵丰富、才识兼备、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的系列西域考察著作中，曾记述了一位骑马送信的邮差：

（从塔城到乌鲁木齐的）路上，遇到一位邮差，是个独居的柯尔克孜人，他骑在马上，两个邮袋挂在马鞍两侧。这样行走一天一夜，到下一站，交给另一个继续传递。从塔城到乌鲁木齐有620公里路程，邮件要走7天。
(108)



倘若让时光倒回一千年的话，那么斯文·赫定笔下的这位邮差同唐代的驿使当彼此难分。而且，二者行走的速度也是如此接近，即日行一百八十里。

不管是“普快”还是“特快”，驿骑传讯都必须遵守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唐律疏议》中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大略如下：

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诸驿使无故以书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为首，驿使为从；即为军事警急而稽留者，以驿使为首，行者为从。其非专使之书，而便寄者，勿论。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诸驿使受书，不依题署，误诣他所者，随所稽留以行书稽程论减二等。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

诸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

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

诸乘驿马赍私物，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驿驴减二等。
(109)



这一切如山的律令，旨在确保驿传系统的高速度、高效率与高保真，以使置邮传命成为国家安危所系的一大要务。有一次，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起，安西都护郭孝恪日前奏称“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安西都护府时治交河——今吐鲁番西），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到矣”。结果，“言未毕，驿骑至！”
(110)

 据人计算，焉耆距长安七千里，驿骑在路上二十八日，平均每天行二百五十里。
(111)

 再如，《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内蒙古乌海市）”条写道：

又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道，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

而据同书同卷“天德军”条，天德“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按四日推算，则每天平均奔驰四百五十里。如此神速，怎不令人叹服！怨不得后世之人，提起唐代的驿传便总是称赏备至。如宋代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就曾写道：

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112)



明清思想家顾炎武，在“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一书里，以严谨的考辨缕述了汉唐驿传之利：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

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一程即一驿）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通典》卷173：凤翔府“去西京二百七十里”）。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站）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有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由于这个缘故）。曷一考之前史乎？
(113)



唐代驿传的急速高效，最终还是源于军政泛化的需求。事实上从一开始，驿传系统及其运作便无不为军事意图所制约，进而成为征伐诛讨一统江山的一把利器。以行草隶篆中的草书为例，这个在后人看来纯属书法艺术的事物，最初却是由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的传驿需要而形成的，正如梁武帝《草书状》引蔡邕的话所言：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
(114)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驿站何以为兵站，传驿中人何以名驿将、驿卒、驿骑，而为隋唐五代画上休止符的事件——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发生在陈桥驿，也便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象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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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播方式（上）

对谙熟唐史的人来说，一提起唐代的官方传播，都会自然地想到驿传与邸院。就唐代官方一路的新闻传播而言，邸院与驿传的地位的确十分突出。没有前者，最早的官方新闻无以生成；没有后者，任何的官方信息都无以周流。所以，我们开篇首先简略地描摹了这两个系统的状貌，借以为以下论述唐代官方新闻传播提供必不可少的历史场景。这就好比演电影，先得拉起一块银幕，然后才好放映影片一样。我们的这部早期影片当然不如现代大片那么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它不仅情节简单，技法原始，而且画面还跳跃模糊，混沌不清，但惟其珍惜罕见而别有一番韵味。


 《开元杂报》

从1873年《申报》发表《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算起，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若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的话，这一学科领域也届耄耋之年了。不管从何算起，中国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便命定地面对着一个首屈一指的问题——中国报业的历史上限可追溯到哪朝哪代？具体说，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何时？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邸报”就是中国古代的报纸，“一部中国古代报纸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邸报’史”
(1)

 。那么“邸报”又源于什么年代？对此，各家争议不休，分歧很大。大略说来，关于“邸报”诞生的时间现在有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汉代说，以戈公振先生为代表；二是唐代说，以方汉奇先生为代表；三是宋代说，以朱传誉先生为代表。
(2)

 汉代说因缺乏根据现已被认为不可取。宋代说由于史实充足，被普遍接受当无疑义。现在的问题在于：邸报的上限能否由宋代继续上推到唐代？这个问题因为涉及中国报业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报纸的形态，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1983年方汉奇先生发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后，有关的商榷争鸣一直连绵不绝，其中以张国刚先生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非古代报纸》以及江向东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之说的质疑》两篇文章较有代表性。
(3)



从眼下掌握的史料来看，证明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的根据有三条：

（1）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2）诗人韩翃涉及“邸报”的一则轶事；

（3）现存的两份唐代“进奏院状”。

凡是有关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论述，大抵不离这三者，而尤以“进奏院状”为主要依凭。为了澄清问题，需要先对这三者逐一进行考量辨析。

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九年（855）进士及第，为唐代后期的古文名家。自谓“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即来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即皇甫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即韩愈）”（《与王霖秀才书》）。换言之，他是韩愈门下的三传弟子，韩派古文的继承人。前人评其文：

幽怀孤愤，章章激烈。生于懿（宗）、僖（宗时代），每念不忘贞观、开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按其词意渊源自出，信昌黎先生（韩愈）嫡传也。
(4)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经纬集》三卷，今尚存。现在通行的《孙可之文集》（又名《孙樵集》），共十卷三十五篇，为南宋蜀刻本。其中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唐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文献”
(5)

 。全文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全唐文》作“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番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视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所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image: ]
 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杖罢乎？安有廷争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廷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6)



此文所谈的便是引得各家聚讼纷纭而且至今官司不断的“开元杂报”。

首先，关于名称本身就存在大相径庭的看法。持唐代说者认为，“开元杂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开元年间（713—741），名为“开元杂报”。也就是说，把杂报的“报”字当成名词，其意同现代的报纸相承。而持异议者则指出，“开元杂报”一名不过是孙樵对所见数十幅书的称谓，并不意味着当时有这么一份所谓的报纸，另外杂报的“报”当动词讲，意为广而告之，与报纸的报不是一回事。如朱传誉先生就说：“以‘杂报’一词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报纸的专称。”
(7)

 姚福申先生干脆说：“‘杂报’只是孙可之杜撰的称谓，甚至还可能是‘杂记’，传抄时的讹文”，“无论从版本学角度还是从实际内容来考察，《开元杂记》这一名称应该比《开元杂报》更接近原著，也更接近原意”
(8)

 。

另外，对孙樵文中的“日见条报朝廷事”一语中的“条报”，也存在不同理解。持唐代说的论者认为，“条报”乃“杂报”的别称，二者都属唐代的邸报。如吴廷俊先生在颇具新意的近著《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一书中写道：

这两种“报”虽然一种出现在开元，一种出现在大中，一种叙事较详，一种叙事很略，但两者有其共同点：那就是由朝廷发布并且“条布于外”。从记叙内容和发布形式看，常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公报性质。可见，唐代从开元到大中都有带政府公报性质的朝廷官报发行，且其名称不叫“开元杂报”，而可能叫“报状”或“报”。
(9)



吴先生虽然未执泥于名称，但结论显然是从杂报与条报二者引申出来的。这里吴著有个疏忽，即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写于大中五年，而吴先生却把“及来长安，日见杂报朝廷事者”当成“孙樵在唐宣宗大中九年进士之后”的事情看待了。

视“条报”不足为唐代邸报之证者，也从语意角度立论，断言“条报”并非专有名词，而不过是逐条布告之意，如姚福申先生所言：

“条报”一词在原句内作动词用，即“逐条报道”的意思，既然它不是名词，当然更谈不上是封建官报的名称。
(10)



仅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上讲，“条报朝廷事”的报字都当动词讲，解为布告、告知等意，而条字则为修饰报的副词，条报合在一起的结构与语意是“一条一条地报告（告知）”。这同作为所谓报纸名目的“条报”，应属风马牛不相及。

这些关于名称的分歧，其实都关乎对“开元杂报”的定性。按照习惯的说法，“它属于古代报纸的范畴，是进奏院状报一类的早期报纸”
(11)

 。与之相反，有的论者认为“《开元杂报》是书不是报”，并“很可能是一部大事记，充其量是一种与《开元录》类似的编年史”
(12)

 。更有人断定，“所谓‘开元杂报’，只不过是唐开元年间，杂乱的新闻信”
(13)

 。其中，最突兀的反对意见根本不把“开元杂报”置于新闻传播的范畴考察，而是将它归入朝廷文告，如江向东先生就曾直言“开元杂报”实为政府文告，他进而论述道：

实际上，唐制宰相于政事堂议政，议政的内容和结果，经皇帝画敕，“然后政事堂牍布于外”（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孙樵文中提及的“知书者”也说：“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孙樵后来在长安城中果然也目睹了这一典制，即“日见条报朝廷事者”（有的人认为“条报”即“杂报”，但从文中句子的上下关系来看，笔者认为“条报”和“条布”、“牒布”一样，均属动词而非名词）。可见这种“系日条事”的文书，实际上是政事堂牒布于外的政府活动情况的文告或公告，而不是报纸，其目的是为了显示唐中央政府的政治透明度，这一典制也只有在盛唐时期才会出现。
(14)



最后，还有一种奇异而不无启发的见解，则干脆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樵所说的“开元杂报”，此论以朱传誉先生为代表。他说：

孙氏的《读开元杂报》一文，虽然是关于唐代邸报的最重要资料，但是就这篇文章的语意看，有没有这件事都成问题。当时文人不敢直接评论时政，大多用隐譬暗喻等假托的方式来借题发挥。孙氏也算是当时的名士，又关心国事，不会对当时的政事，隔阂到像他所说的那种程度。他这篇文章是大中五年写的，离开元仅一百多年，不会对开元政事一无所知。他一方面介绍开元盛治，一方面借长安客来，说明当时政事。两相比较，优劣自见，成为尖锐的对比。他达到了讽刺时政的目的，但是他究竟有没有看到那“数十幅书”，就很难说了。所谓“长安客”和“知书者”假托的可能性更大。
(15)



朱先生的见解虽多揣测之思，但并非无稽之谈。其实，我们认为，最能支持此类见解的理由既简单，又有力，那就是《读开元杂报》乃不折不扣的孤证，在唐代典籍文献中迄今再找不到哪怕是第二处谈及这一事项的文字，尽管我们承认“在中国古代新闻史的研究中，这则史料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16)

 。在既无实物，又无旁证的情况下，审慎而明智的选择当然还是不急于指认“开元杂报”与早期报纸的联系为妥。

那么，所谓“开元杂报”究属何物呢？这可从事物的本身与事物的联系两方面来看。就前者而言，我们倾向于唐史学界的定论，即“开元杂报”是“开元年间政府公报”。
(17)

 另外，从其“系日条事”以及所登均为皇帝言行上看，“开元杂报”又类似于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不过，“开元杂报”是“条布于外”的，而皇帝的起居注则只供史官修史之用，秘不示人。

这是就“开元杂报”这一事物的本身情状来说的。依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只有从联系的角度才能把握其本质，孤立地剖析无异于将活生生的人从社会历史的网络中剥离出来一样。看待“开元杂报”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一味就事论事地谈论这一历史事物，恐怕永远难得其要领，好比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而一旦从事物的联系上看，特别是将“开元杂报”同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演进过程，乃至同人类新闻活动的长程脉络联系起来看，问题就可能比较明朗，同时仅用一句简单的政府公报来概括其性质也就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虽说政府公报或朝廷文告这类事物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但定期地发布看来始于“开元杂报”。这一看似寻常而多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正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定期发布不仅仅使“开元杂报”同此前的同类事物判然相别，更重要的是显示出它在中国新闻史上异峰突起的独特地位。我们知道，定期性是报刊区别于书籍、新闻区别于传闻的内在特征和外在标志之一。不论何时何地，定期性的凸现总是新闻活动从无序到有序的界标，总是新闻事业萌发生成的征候。
(18)

 由此说来，“开元杂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不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份报纸（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孤本式的东西认同于报纸），而在于它是最早一份见诸史籍定期发布的“政府公报”。正是由于定期性而不是其他，“开元杂报”才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开启鸿蒙的象征，成为古代新闻活动从无边暗夜渐入天地生辉的第一道曙光。以此为契机，唐宋以后的新闻传播便显现出迥异于以往的历史风貌，成建制、成规模地在社会生活中延展铺排开来。

这种“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式的情景，类似于西哲所讲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亦称为“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所谓哲学的突破，乃指公元前一千年之内（the first millenium BC），中国、印度、古希腊、希伯来等民族在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的一场超越性、系统性、批判性的升华。经过哲学的突破，原始的信仰与思维，一变而为精致的思想形态，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先知的话语，分别成为支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元典。对此突破的意义，可借用宋儒的一句形象比喻：“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当代西方哲人怀特海也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妙语：“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比照哲学的突破，我们可以把“开元杂报”视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个超越性的突破。经过突破，古代的新闻传播由茫茫九派流中国的状态，渐入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开化境界。作为新闻传播的“元典”，“开元杂报”的蕴义与内涵也就在宋元明清的官方网络中一步步得到展开，一点点得到历史的诠释。

“开元杂报”的这一历史地位与象征意味，让人联想到西方传播史上那份诞生于古罗马时代，堪称“新闻的突破”之标志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巧的是，“开元杂报”与《每日纪闻》都属官方公报，都是每日发布，都为单本“榜示”而非批量散发，表面上都与后来的报业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无不具有“千里伏线，至此结穴”式的遗传基因。这并非偶然，它恰恰显示了文明古邦在传播演进中的历史共性。尽管高深宏赡如斯宾格勒者，常不屑于《每日纪闻》与现代报业间的脉络勾连，斥之为皮相的类比
(19)

 ，但是应该承认，二者在社会功能上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在传承线路上显示着血统的关联。无怪乎西方新闻学者一谈历史，必谈《每日纪闻》，这委实属于归祖认宗的本能反应。既然西方学者可以坦然地将《每日纪闻》视为自己文化传统中新闻一脉的缘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与之具有同等历史地位与象征意义的“开元杂报”当成中国报业的滥觞呢？事实上，早有西方学者在以《每日纪闻》为参照的前提下，对“开元杂报”做过类似的评价。如西蒙诺夫斯卡娅就曾把“开元杂报”说成是“在唐玄宗皇帝宫廷管理下”，中国出现的“第一份报纸”
(20)

 ；其句式和语意读来仿佛是说：《每日纪闻》是在恺撒大帝的统治下，西方出现的第一份报纸。

总之，不管“开元杂报”算不算报纸，也不论它是不是最早的邸报
(21)

 ，它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发轫意义与象征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


 韩翃与“邸报”

证明古代报纸或邸报源出唐代的第二条史料，是关于韩翃授官的一段记载。韩翃为中唐诗人，是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
(22)

 据傅璇琮先生所言：

无论《新唐书》与《唐才子传》，它们所记载韩翊的事，都有所本，这就是唐许尧佐的《柳氏传》和孟棨的《本事诗》，也可以说，后世所有有关韩翃事迹的记述，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与唐诗选本，都莫不出此二书。
(23)



许尧佐与孟棨为同时之人。
(24)

 许的《柳氏传》为唐传奇名篇，记述韩翃与柳氏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内容丰富深刻。其中所载韩翃因怀念离散的柳氏而写的一首《章台柳》和柳氏应答的一首《杨柳枝》，是唐代文人词的佳作，以其平易流畅、情深意长而为人激赏：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孟棨的《本事诗》一卷，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等七类，凡四十一条皆录诗歌本事，如崔护的咏人面桃花诗，故对理解有关唐诗的背景颇多裨益，向为“谈艺者所不废”
(25)

 。《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记载的韩翃柳氏的故事，与《柳氏传》全同，只是文末多出一节韩翃在开封李勉幕府中任职的轶闻，而正是此段文字由于涉及邸报而为新闻史家所关注。我们先全文照录如下：

后事罢，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准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韦曰）：“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

孟棨自称，此事是他亲自听大梁夙将赵唯讲的，而赵唯又是在汴州从军时耳闻目睹的，故周绍良先生云“盖一事而两传者”
(26)

 。据傅璇琮先生参以其他史实考订，“《本事诗》所载的这一情节可以信从”
(27)

 。而它是“关于韩翃的后期生活，唯一的史料记载”，“尤其是任李勉汴州幕以后，记载韩翃后期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28)

 。其中的“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一句，为新闻史家探讨唐代与邸报之关联的一大枢机。按说，我们只需就此展开论述而无需顾及其他二手材料，但由于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征引《全唐诗话》中的一段记载，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也照录如下：

韩翃居家久。一日，夜将半，客扣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翃谔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
(29)



以上便是证明唐代已有邸报的第二条根据所依凭的主要史料，尤其是《全唐诗话》中的“邸报制诰阙人”一句，更被视为唐代存在邸报的铁证，正像有的论者所言：“这则记载里讲得明明白白，唐代已有邸报，而且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
(30)

 然而，事情恐怕并不如此显豁，一目了然。上述史料真的能证明唐代已有邸报吗？下面让我们先分别辨析一下《全唐诗话》与《本事诗》这两段记载中的有关文字。

不管是《本事诗》中说的“留邸状报制诰阙人”，还是《全唐诗话》中说的“邸报制诰阙人”，所言史事都很清楚，即制诏一职缺人需提拔某人充任。制诰是知制诰的省称，知制诰为唐代的职官名，专门负责起草“中央文件”：参议表章，草拟诏敕。制与诰均指皇帝的敕命，知有主政、掌理之意，如后世所谓知县（县长）、知州（州长）等。细究起来，知制诰的正式官衔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属中书省的要职。虽说当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号称“三省”，共掌军国大政，但事实上中书省的地位最高，权势最重。因为，它等于处在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关键位置：皇帝的旨意必须先经由它变为正式的敕书诰命，再通过门下省的过复检验，最后交尚书省颁布执行；同时，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府的奏章，又由中书省递呈皇帝。无怪乎自唐高宗之后，中央办公厅——宰相政事堂便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在中书省的职位序列中，首长中书令（正职）与中书侍郎（副职）之下，便数中书舍人（共六员）；中书舍人与“门下省的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尚书省的员外郎以上各官，都是所谓清望官，通常都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日后的宰相和节度观察等使（武人所占有的藩镇除外）也都是从其中选拔的”
(31)

 （瞿蜕园），可谓出将入相多由此途。对那些志欲兼济天下的文人学士来说，中书舍人不仅官高权重，而且名清望显。因为唐代开国后不久，具体说，“自永淳（682）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
(32)

 。不过，自唐玄宗置翰林学士后，中书舍人的制诏之权渐为翰林侍臣所侵蚀。中唐以后，更以中书舍人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倘言外制为普通文件，则内制就是重要文件，大多涉及太子册立、宰相任免及征伐招讨等要务。再后来，外制干脆也由尚书省诸司郎中等他官为之，称兼知制诰，从而使中书舍人几乎沦为闲职。这么说来，知制诰并非中书舍人的专有头衔。名义上“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
(33)

 的中书舍人，固然可称知制诰；而后来实际执掌此职的翰林学士、诸司郎中等，也带有这一头衔。韩翃是由节度使李勉的幕僚擢升为中央尚书省的驾部郎中兼知制诰的，上面两则史料中“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即指此事。对年迈困顿、仕途无望的诗人韩翃来说，此事乍闻之下自然难以相信。所以引出了后面一段御笔亲点、富有戏剧性的诗坛佳话。

这里的关键在于“邸报”一语上。我们觉得，《全唐诗话》中“邸报制诰阙人”，不能作为唐代已有邸报的根据。理由有三：一是按照前揭傅璇琮先生的说法，关于韩翃授官一事以《本事诗》所载为唯一的第一手资料，其他有关著述包括《全唐诗话》均属转述，不足为凭。
(34)

 二是《全唐诗话》成书于南宋，“上距韩翃的时代已有500年”
(35)

 ，而“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
(36)

 ，可见《全唐诗话》显然是采宋人的习语改“留邸状报”为“邸报”的。三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即使这里说的邸报，也同宋人常讲的邸报字同而意殊。宋人说的邸报已成专有名词，如苏东坡诗句“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
(37)

 ，而《全唐诗话》“邸报制诰阙人”中的邸报却应分开来解，即邸（这个机构）报（告说）。否则这一句不论从语法还是从语意上都讲不顺。因为若把此句的“邸报”连起来当名词解，那么它的后面应有一个“言”、“谓”之类的动词作谓语，以使主语（邸报）和宾语（制诰阙人）能够贯通。而若以现有的句式论，则邸为主语，报为谓语，制诰阙人为宾语。当然在古代汉语中，谓语并非必不可少，相反谓语省略时有所见。但此种省略都有一定的条件，如承前省略（《淮南子·说林训》：“为客治饭，而自［治］藜藿。”），蒙后省略（《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或对话中常见的省略。而“邸报制诰阙人”一句则不具备任何谓语省略的条件，如果强视此句为谓语省略，那么它就不成为一个文通意顺的句子了。总之，以《全唐诗话》中的这则史料作为唐代已有邸报的佐证，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本事诗》中的“留邸状报”是否能站住脚呢？恐怕同样站不住脚，理由也有三。首先，字面本身便与邸报距离很大，以“留邸状报”为“邸报”的近义词（且不论同义词），显然有点牵强。这大概也是持唐代有邸报说者，大多径直采用《全唐诗话》中“邸报”一句而规避或淡化《本事诗》中“留邸状报”一句的原因吧。其次，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8中撰有“邸报”一条，追溯邸报源流，全文如下：

《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

不难看出，顾炎武的意思是邸报之名始于宋而邸报之物源于唐，后者的依据仅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照理说，在历史上诗人韩翃远比文人孙樵的名气大，一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至今仍广布人口；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中，记述韩翃由此诗除官这段轶事的文字同样要比《读开元杂报》远为抢眼。作为博学多识、学贯古今的“通儒”，顾炎武自然不会只知后者而不知前者吧。而他在考释精详、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名山之作里，论及唐代的邸报偏偏只提后者而不及前者，恐怕绝非如他所言“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只应表明在这位一代通儒的心目中，若论邸报之物，唐代可资征引的材料只有《读开元杂报》庶几可信。至于《本事诗》中“留邸状报”一语则不足为凭，尽管看上去“留邸状报”与“邸报”似乎相类。事实上，“开元杂报”不管算不算邸报，作为封建官报之雏形都与后世的正规邸报具有最直接、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韩翃除官一事中提到的“留邸状报”，大抵应属新闻信的范畴（详论见第三节）。

最后，“留邸状报”不能作为唐代已有邸报之根据的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基本的词语分析与语法分析。“留邸状报”中的“留邸”，乃指进奏院，为进奏院的别称、省称或俗称。上一章中已详细谈过，唐代的进奏院初置时称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至大历十二年（777）始改为上都进奏院，通称进奏院，所谓“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大历十二年五月敕）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
(38)

 。“留邸状报”中的“状报”，比较复杂，非仔细辨析不足以说明问题。状，一般讲是一种上行公文
(39)

 ，后也泛指下级对上级的表章，如《因话录》记载的名相裴度一则轶事所言：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却而不乱。
(40)



“留邸状报”中的状，显指进奏院上呈本道的一应文牍，即常说的“进奏院状”。而报则如戈公振先生在其《中国报学史》的开篇处所做的精确解析：

今世用为报告之意，乃赴字之假借。《礼记·丧服小记》：“报葬者报虞。”注：“报读为赴，急疾之意。”此用为急报之意之始。今报纸，报馆，报界等名词，为世所习用，其源盖出于此也。（三联书店版）

报之此意，也为唐代所习用。如《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747）云，安禄山“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诇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或应有笺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而最能表明报为急报之意的，是下面一段唐人的记述：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知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报得可则审宪宗崩问之状。
(41)



状报二字连用，在唐人文献中常可见到，而且多用为名词。如《李义山文集》卷1《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中“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刘梦得文集》卷16《慰淄王薨表》中“臣得本道进奏官杨惕状报”，《全唐文》卷541令狐楚《为人作谢赐行营将士疋段并设料等物状》中“臣得行营后马使李黯状报”，《全唐文》卷644张仲素《贺捉获刘辟等表》中“臣得进奏院状报”，《桂苑笔耕集》卷1《贺杀黄巢表》中“臣得武宁节度使时傅状报”，《会昌一品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中“臣伏见报状（状报亦称报状）”，《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中“委中书门下据报状磨勒闻奏”，《东观奏记》卷上“杜琮通贵日久……报状至蜀”，等等。然而，倘以上引句式中的“状报”套入《本事诗》中“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一句，则此句又如《全唐诗话》中“邸报制诰阙人”一句一样讲不通。因为，这么一来，此句也没有谓语了。江向东先生认为，这里的“状报”应做“禀告”之意讲
(42)

 ，他的看法不无道理。我们说，不管从语法还是从语感上讲，“留邸状报”的“状报”都应作动词讲才更为稳妥。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一句的准确译法为“进奏院发来状文报告说：知制诰一职缺人……”。准此，则以“留邸状报”为据证明唐代已有名实兼存的邸报，实在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通过以上对唐代说之第二条根据的辨析，使我们既有感于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所言“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
(43)

 ，又慨叹于他所揭示的治史者难免的那种“起源偶像”崇拜意识。
(44)

 按说，像《本事诗》中“留邸状报”或《全唐诗话》中“邸报”等文本（text），置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context）并不难说清。但是，由于受这种“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起源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得研究”（勒南）之意识的左右
(45)

 ，研究者的思路便不自觉地发生了有趣的偏移，进而导致了旁观者或许感觉不解的扭曲现象。比如，戈公振先生为凿实邸报的起源，便从历史上最早设邸的西汉推导出邸报源于西汉之说。尽管他的结论早被证伪，但他的这种思路依然时隐时现地流露于后来的有关探讨中，研究者的神经依然对邸对报之类字眼反应敏感，结果不自觉地将事物的“起源”与事物的“原因”常相混淆，仿佛“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46)

 。

当然，追溯起源乃属人的天性，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应该怎样追溯，或者说以什么思路追溯。布洛赫自己也说过：“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
(47)

 就邸报起源的研究而论，我们认为应该从单一化的思路转向整体化的思路，从孤立片面的探究转向全面联系的考察，否则形而上学的幽灵还会徘徊不散。而对整体化思路的精妙解说，莫过于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的一段阐述艺术家及其时代的名言：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別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
(48)



不言而喻，早期的邸报也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坟野冢，一个远无遗传近无亲族的孤臣孽子。因而，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大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尤其需要辨别孕育它、产生它的传播氛围及其直系亲属。也就是说一旦把整个合唱队的情况弄清了，那么合唱队中的领唱便不难确认了。


 进奏院状报

在支持邸报源于唐代的三条根据中，进奏院状是最有力、最重要也最引起争议的。如果说所谓“开元杂报”和“留邸状报”都属形迹可疑且查无实据的孤证，那么进奏院状不仅大量存在无可置疑，而且人们还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两份进奏院状的实物。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引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争议呢？
(49)

 因为，所争者不在进奏院状的存有，而在于其本质。换言之，大家说的是一件事，但说法截然相反。好比在一场官司中，原告被告各执一词，争辩不休，但针对的却是同一桩案子。

在这场事关唐代说能否最终成立的关键论辩中，既涉及进奏院状这一名物，又关乎进奏院这一机构，而二者又互相连带。一般来说，大家对进奏院及其职能的看法分歧不大，只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唐史专家张国刚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了全面而准确的概括。他写道：

（一）它是落脚点。藩帅入朝或奏事官进京，一般以它为栖身之所，所谓“奔走之臣，川流环运，以达教令”。（二）它是中转站。中央对方镇的有关旨令，方镇中需要朝廷裁定的一些“疑政”，往往以进奏院为中介转达，所谓“闻白启导，属在留邸”。（三）它是情报站。朝廷及他镇的一动一静，皆及时地了解并详细向本镇通报。（四）它是办事处。诸如上交贡物、经营汇兑、进奉贿赂及各种杂务，悉由进奏院办理。一句话，进奏院从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央与方镇之间的密切联系，所谓“藩侯所任，邸吏为先”，洵为不虚。
(50)



其中所说的情报站职能，主要便落实在进奏院状之上，即他又详加论述的：

向本镇及时报告朝廷及他镇各种情况，传递中央诏令、文牒，称为“报事”，这是进奏院……最主要的任务。进奏院向本镇反映和传递的情报是极其广泛的，其中主要是军国政治，如官员授职、外使往还、兵马发遣、皇太子勾当军国事、宣布德音、战争进程等；其次是祥瑞奇异，如老人星见、黄河水清、祈雨有应等；还有朝廷礼仪，如改年号、上尊号、群臣朝贺等；他如圣躬康泰、皇室死丧，甚至藩帅家属所获荣宠及其在京状况，也一一向本镇如实通报。进奏院反映的情况不仅极其广泛，而且十分迅速、具体、翔实。从长安“报事”到襄州，“不过四、五日”……当时有人称进奏院“能传万里之音，不坠九霄之命”。当然还有的情况系进奏官刺探而来。
(51)



在当时的条件下，各进奏院向本道反映情况自然都得形诸文字，而这些“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和地方诸道，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报告”
(52)

 ，就是说不尽的进奏院状。由于它是下级（进奏官）写给上级（节度使）的，所以冠以“状”字。这种上行文字的全称应为“进奏院状报”，如前文所举。据黄卓明先生统计，晚唐文人、新罗籍的崔致远在其诗文集《桂苑笔耕集》中，曾十多次地提及“进奏院状报”。
(53)

 可见，这是比较正式的称谓。另外，常见的还有“状报”或“报状”。如李商隐《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臣得本道进奏官某状报”（《李义山文集》卷1）。状报或报状当是进奏院状报的省称。除上引的正式称谓之外，偶尔还可见到下面一些较随意的叫法：韩翃《为田神玉谢兄神功于京兆府界择葬地表》，“臣神玉言，今月三日得上都留后报”（《全唐文》卷444）；元稹《贺圣体平复御紫宸殿受朝贺表》，“臣某言：今日得上都进奏官报”（《元氏长庆集》卷34）；再就是最常为人提及的《旧唐书·李师古传》中一段关于“邸吏状”的文字：

及德宗遗诏下，告哀使未至，义成军节度使李元素以与师古邻道，录遗诏报师古，以示无外。师古遂集将士，引元素使者谓曰：“师古近得邸吏状，具承圣躬万福。李元素岂欲反，乃忽伪录遗诏以寄。师古三代受国恩，位兼将相，见贼不可以不讨。”遂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讨元素为名，冀因国丧以侵州县。俄闻顺宗即位，师古乃罢兵。

关于唐代进奏院状报的性质，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报纸还是文书上。而不论持何种观点，现存的两份实物资料都是各方据以立论的主要物证。为此，有必要先将它们照录于此。这两份出自敦煌文书的历史遗物，20世纪初由法国人伯希和与英国人斯坦因分别劫往巴黎与伦敦，现分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一者编号为P．3547，一者编号为S．1156（S为斯坦因的缩写，P为伯希和的缩写）。二件均为归义军（治沙州即敦煌）进奏院发回本镇的状报，时在乾符五年（878）和光启三年（887），前件完整，后件残缺
(54)

 ：

上都进奏院　　状上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羊角一角、[image: ]
 牛尾一角，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到院，二十九日进奉讫。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灵州勒住人数，分析如后：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阴信均、张怀普、张怀德，衙前兵马使曹先进、罗神政、刘再升、邓加兴、阴公遂、阴宁君、翟善住，十将康文胜，长行王养养、安再晟。一十六人灵州勒住，衙前兵马使杨再晟、十将段英贤、邓海君、索赞忠、康叔达、长行十一人。一，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信二角。王相公、卢相公不受，并却分付专使阴信均讫。郑相公就宅送受将讫。一厅阙，其书信元在阴信均处。一，奏论请赐节事，正月二十五日奉敕牒，宜令更详前后，诏敕处分者。其敕牒一封谨封进上。一，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副使张怀普等二人，正月二十五日召于三殿对设讫。并不赴对及在灵州勒住军将长行等，各赐分物锦彩银器衣等。押衙三人各十五匹，银椀各一口，熟线绫绵衣各一副。军将十三人各一十匹，银屈厄各一枚，杨绫绵衣各一副。长行十三人各五匹，[image: ]
 绵衣各一副。一，恩赐答信及寄信分物等。尚书答信物七十匹，寄信物五十匹，衣一副，银盖一具，盖椀一具，敕书一封。判官一人，都押衙一人，各物廿匹、衣一副，银椀一口。军将一十八人内，五人各一十五匹，衣一副；五人各一十匹，衣一副；八人，各七匹。已上赐物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元有皮袋盛，内记本牌子，兼有司徒重印记全。一，赐贺正专使阴信均等上下廿九人，[image: ]
 马价：绢，每人各[image: ]
 匹三丈三尺六寸，三月廿一日请领讫。南公佐状一封。右谨具如前。其敕书牒并寄信匹段，并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领。四月十一日发，离院讫。到日伏乞准此申上交纳，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　月　日
 　　署名
 　谨状
(55)



进奏院　状上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后：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押衙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十八日使进奉，十九日对，廿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李伯盈同行。□定宋闰盈出班，祗对叩击，具说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朝廷不以指[image: ]
 ，今因遣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如此件□□获绝商量，即恐边塞难安，专使实无归路。军容、宰相处分：“缘驾回日近，专使但先发于凤翔，祗候侍銮驾到，即与指[image: ]
 者。”至廿二日，夷则以专使同行发来。三月一日却到凤翔。四日驾入。五日遇寒食，至八日假开，遣参宰相、长官、军容。九日便遣李伯盈修状四纸，同入中书，见宰相论节。其日，宋闰盈恳苦再三说道理。却到驿内，其张文彻、王忠忠、段欺忠、段意意等四人，言路次危险，不用论节，且领取回诏，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去，平善得达沙州，岂不是好事者。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不肯。言：“此时不为本使恳苦论节，将去，虚破仆射心力，修文写表万遍，差人涉历沙碛，终是不了。”至十一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宰相过。至十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七纸，经四相公、两军容及长官过，兼宋闰盈说道理。言：“留状商量。”中间三日不过文状。至十七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五纸，经四宰相过。及见长官，亦留状，不蒙处分。中间又两日停。至廿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七纸，经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过。亦宋闰盈说道理，亦言留状。见数日不得指[image: ]
 ，其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便高声唱快。又言趁韩相公兵马去者。便招召三行官健，遣一齐乱语，称：“不发待甚者！”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言：“颇耐煞人！我不得旌节，死亦不去！”夷则见他三行言语纷纭，挽却遂出驿来。又遣李伯盈修状五纸，见四宰相及长官。苦着言语，痛说理害，言此件不赐旌节，三般专使誓不归还者。其宰相、长官意□似许。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遂遣夷则通彻求嘱得堂头要人，一切□称以作主，检例成持与节及官告者。遂将人事数目立一文书呈过，兼设言约其日商量人事之时，三行军将官健一人不少懋言相随论节。只有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不肯，言：“终不相随！”其张文彻就驿共宋闰盈相诤。其四人言：“仆射有甚功劳，觅他旌节？二十年已前，多少搂罗人来论节不得。如今信这两三个憨屡生，惋沸万劫，不到家乡，从他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诈祖乾圣，在后论节我则亲自下卦看卜，解圣也不得旌节。待你得节，我四人以头倒行！”夷则见张文彻等四人非常恶口秽言，苦道不要论节，亦劝谏宋闰盈、李伯盈等荣则同荣，辱则同辱，一般沙州受职，其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上自不怕仆射，不肯论节，一齐挽却发去，有何不得？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四个以死不肯，言：“身死闲事，九族何孤？节度使威严不怕，争得我四人，如不得节者，死亦不归者。”夷则见他四人言语苦切，同见堂送要人，子细商量。言：“不用疑惑，但频过状、我与成持。”至廿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宰相（下阙）。
(56)



这就是现存的两份唐代进奏院的状报。原件文字是自右至左，自上而下书写的，前件47行，后件60行。据方汉奇先生查实，后件“原状是一张长97公分、宽28.5公分的横条卷，纸的外观和质量近似于白色的宣纸，比较坚韧，文字是自右至左、自上而下用毛笔书写的，纸的背面抄有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64行”
(57)

 。

有意思的是，这两份保存至今的唐代进奏院状报不仅均出自归义军节度使委派的进奏官之手，而且上报内容都是关于时任归义军节度留后的张淮深要求朝廷授予自己正式的节度使名号一事。归义军节度使设置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当年“正月，沙州人张义潮逐吐蕃，摄州事，奉表来报，命为沙州防御使。……（十月）张义潮略定瓜（今甘肃瓜州）、伊（哈密）、西（吐鲁番）、甘（张掖）、肃（酒泉）、兰、鄯（青海乐都）、河（甘肃和政）、岷（甘肃岷县）、廓（青海化隆）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吐蕃（乘安史之乱）所侵河、湟之地尽复；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敦煌），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
(58)

 过了十六年到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拜官，赐宅京师，他的侄子张淮深便以当时方镇易帅的惯例代管归义军，所谓节度留后犹如现在的代省长、代市长之属。由于没有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张淮深便三番五次地派使节往长安求取旌节（《宋史·舆服志》：“旌节，唐天宝中置，节度使受命日赐之，得以专制军事”），以便名正言顺地行使节度使职权。于是，便有了上面状文中所通报的求取旌节活动的诸般情况。

那么，从这两件实物来看，进奏院状报究竟算报纸，还是算文书呢？一般而言，新闻史家多持前议，唐史学者多主后说。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副所长的王凤超先生，在谈及编号S．1156的进奏院状时就断然写道：

这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这个实物证明，唐朝藩镇派驻首都或行在的进奏官编发的报纸叫“进奏院状”，它是进奏官向藩镇传报朝廷消息的地方一级官报。
(59)



唐史学界的观点集中体现于姜伯勤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敦煌文书”条目中：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贴、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
(60)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有欠完善。就前者而论，以状报为报纸的确显得牵强，将进奏院状等同于古代报纸的结论不免突兀。不论我们怎样强调古代报纸不同于现代报纸，也不论我们怎样为古代报纸下定义，在世人的心目中实在无法将上引实物同报纸的形象联系起来，哪怕是同古代报纸、原始报纸或报纸雏形联系起来。理由诚如张国刚先生所言：

像“进奏院状”这样的公文，其作者是唯一的——上都进奏院官，所反映的内容是个别的，都是归义军使者在京师的活动情况；其“发行”的份数也是唯一的……其“发行”对象也是唯一的，那就是本道藩帅，尽管本道幕僚亦能获睹。
(61)



不过，我们认为，如把进奏院状视为纯粹的官方公文也未免有点简单化了。首先，进奏官所处的特殊位置使他有别于节度使幕府中执掌文书的判官、掌书记、行军司马等人员。后者多由进士出身的文士充任，专职起草公牍文书。如岑参先后做过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和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于任上写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奇峭俊丽的诗章。再如杜牧曾任淮南节度使的掌书记，在治所扬州极事风流倜傥，留下不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艳词。而进奏官多为武将，其职守主要不在草拟理通辞正规范雅驯的官府文书，而在于打探各类消息、及时通风报信。他根据搜集的情报而写成的状文，形式上看固然属上行公文，但内容上却与通常的公文不同，实际上是一些新近的信息，是事关重大的“新闻”。“进奏院合法或非法地搜集的各种情报，对于藩镇制订出对付朝廷和他镇的相应措施有重要意义。”
(62)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

其次，进奏院之状与一般公文之状区别较大。一般公文之状虽然也涉及一些事情，但那多为众人皆知的事实或已为陈迹的旧闻，并且着眼点不在事情本身而在拿它去“说事”——说另外的事理，而且得说得冠冕堂皇，气度不凡。如陆贽上德宗皇帝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上来就是一通气贯山河佶屈聱牙的文字：“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好似长篇政论，令人目眩神迷。而进奏院状报则旨在通报最近的事态或动态，全是事实，不加评论，而且为了赶速度，抢时间，根本不讲什么谋篇布局，遣词用语，只图说明情况。通观两份进奏院状报的实件，不难发现其文字的粗疏浅近，犹如洋人写的中文似通不通，其中有些句子完全就像民间的大白话，而且时有疙疙瘩瘩的地方，如“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一十六人灵州勒住”，“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国输忠”，“宋闰盈恳苦再三说道理”，等等。以此等文字为官文书，感觉上总仿佛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似的。诚然，敦煌地处边缘，文化上或许不如中原精致，出自它的事物未必能代表全国，正像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所言：

（敦煌）物证虽然是非常宝贵和独一无二的，但在使用它们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西北边缘区根本不能作为全中国的典型；根据那里的情况来概括全帝国，研究者往往会担风险。
(63)



然而我们也应承认，以探听虚实侦察动静为要务的进奏官发出的一应状报，都着重于通报最新的重大信息，至于正规公文的诸多讲究则无关宏旨。换言之，只要进奏院状报及时反映了有关事态及其发展，那么它写成官文书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形式上的问题了。甚至我们推断，在事关重大刻不容缓的情况下，状报写得越直白、越简括、越少官场的繁文缛节陈辞虚语，越能得到赞许和称赏。

综上所述，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newspaper）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如此说来，方汉奇先生几年后写下的一段修正的论断便显得比较公允，符合实情：

（唐代进奏院状）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同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64)



尽管最后还是将状报归入报纸，但紧接的一句话又说道：“它很近似于作为西方近代报纸前身的，16世纪欧洲的‘新闻信’。”
(65)

 在晚近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
(66)

 ，他又着重提到唐代进奏院状报与新闻信的对等关系。

据此，我们主张，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这种观点既趋近实情，又易于为各方所接受。从现存的两件实物看，把它看作进奏官写给节度使及其幕府的信件当无任何不妥之处，而这类信件从所报内容到写作形式都更具新闻性或时新性。比如，P．3547号状的开头一句——“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image: ]
 牛尾一角，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到院，二十九日进奏讫”，简直就像消息的导语，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5个W几乎都交代一清。再以S．1156号状为例，其中一些段落在报告事实的准确、生动、逼真上，与现代的新闻特写如出一辙，如：

见数日不得指[image: ]
 ，其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便高声唱快。又言趁韩相公兵马去者。便招召三行官健，遣一齐乱语，称：“不发待甚者！”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言：“颇耐煞人！我不得旌节，死亦不去！”

进而言之，报业的一般发展历史，大抵由“新闻信（news-letter）→新闻书（news-book）→新闻纸（news-paper）”三部曲所组成。报业的早期形态总是初始的新闻信而非发达的新闻纸，西方如此，东方亦然。如果对长程的历史进行审视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那么我国自8世纪中叶诸道在安史之乱中置上都留后使即后称的进奏官
(67)

 ，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都进奏院成立从而将各自为政的进奏院状报纳入统一的中央管辖系统，这二百来年的“邸报”可当新闻信看待，“它的读者对象除节度使外，至多也只能是些心腹幕僚，带有明显的情报性质”（姚福申）。
(68)

 此后，尤其是印刷术用于邸报的刊行之后，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将近千年的时间可视为新闻书的发展阶段，其范本便是清季报房出版的《京报》。至于“中国之有‘官报’（笔者认为可从宋代的邸报算起），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
(69)

 ，迟迟未能跃入新闻纸阶段的原因，戈公振先生曾做过解释，可备一说：

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故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效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黄（宗羲）顾（炎武）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朝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70)



最后，从新闻书到新闻纸的嬗替，显然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相关联的，这与西方近代报业的发生发展的脉络基本吻合。
(71)



从本章的分析论辩中，我们可得出如下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开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此后不久日渐涌现的新闻信即进奏院状报，为古代新闻事业又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留下了实在的遗产。
(72)



本章末了顺便说一下，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入朝为官，长住首都后，族侄张淮深代理职守，所谓“权知留后”，“带领军府”，其间曾通过归义军进奏院一再请求朝廷正式下文，赐予旌节。五年后即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张议潮与张淮深都已去世，朝廷才任命沙州长史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从而也算为新闻史上的这个故事画了个句号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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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63页。


(71)
 报业与近代之关联详见拙文《评“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兼论新闻的生成及内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


(72)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如“新闻”一语也始于唐代，详见方汉奇先生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61页注①。


(73)
 参见《资治通鉴》卷252。



第三章　传播方式（中）

此上主要探究的，是在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上人们所常关注的问题；下面则要考察以往的研究所不常涉及的方面，如露布、烽燧、榜文、实物，等等。在我们看来，就官方的新闻传播而言，这些传播方式的作用与意义不在“开元杂报”、“进奏院状报”等名目之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鲜为人知而同样有声有色的传播画面。


 新闻·传播·新闻传播

在此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个早该辨明而迄未澄清的关键术语——新闻传播。

顾名思义，新闻传播自然是事关“新闻”的“传播”。这一点看似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一般清亮，但若继续追问何谓新闻、何谓传播时，问题就不那么明彻了。从语源上讲，“新闻”这一词语组合始于唐代。据姚福申先生考证，唐人文献中使用“新闻”一词的地方有如下几处：

孙处玄，长安（周武则天年号，701至704）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
(1)



段成式《锦里新闻》三卷。
(2)



李咸用《冬夕喜友生至》：“天涯行欲遍，此夜故人情。乡国别来久，干戈还未平。残灯偏有焰，雪甚却无声。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
(3)



又《春日喜逢乡人刘松》：“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
(4)



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
(5)



以上几处提及的孙处玄、段成式、李咸用和尉迟枢诸人，以孙处玄的生平为最早，其余均属晚唐时人。其中，李咸用的诗句“多少新闻见”里的“新闻”，应另当别论。因为“新闻见”虽与新闻在意思上相通，但在句读上却为“新——闻见”，即“新的见闻”。另外，孙处玄一条中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在不同的文本里也写成“新文”（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和“所闻”（《太平御览》“逸民部”卷560）。于是，此条作为最早的“新闻”一语的出处也受到质疑。
(6)



如此说来，只有《锦里新闻》、《南楚新闻》和“新闻多说战争功”三条较为可靠，可以作为“新闻”一词的初始出处。就三条所关系的人物而言，最早的段成式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
(7)

 ，最晚的尉迟枢卒于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之后
(8)

 ，距唐朝灭亡的907年已相去不远。作为书名，段成式的《锦里新闻》与尉迟枢的《南楚新闻》，在使用新闻一词上都着意于稀奇古怪的奇闻异事，尚不能同今日的新闻含义完全画等号。前人将二书归入小说家言也正说明这一点。不过，诚如姚福申先生概括的，古代的“新闻”兼有“新奇的见闻”和“新近的闻见”双重含义。
(9)

 而且早期的新闻大都虚实相间，真伪不分。比如西欧社会迟至18世纪上半叶，报刊还像伏尔泰描绘的，常常“把虚构故事、无稽之谈充作确切无疑的事实”
(10)

 。最后，还需补充一点，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论及妇女裹足的由来时，提到一个与《锦里新闻》等类似的《道山新闻》：

妇人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

如果说《锦里新闻》、《南楚新闻》中的“新闻”，偏于“新奇的见闻”或“奇异的传闻”；那么，李咸用诗句“新闻多说战争功”里的“新闻”，则重在“新近的闻见”，从而与现代的理解相近，亦即与今人的常识相近。随举一例，“对于历史来说，这些事件只是喧哗一时的新闻”，“我们通常读的历史书很像一些已经成为故事的新闻”
(11)

 。不过无论从李咸用写诗填词的小语境看，还是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大语境看，新闻一词都还是属于组合随意、语意恍惚的罕见用法。不宜将它同现在的新闻作过多的比附，正像不宜将《会昌解颐录》中的“二十年不知信息”
(12)

 与“三论”中的信息相认同一样。这里，横亘着一条千年的代沟。

总之，关于“新闻”一词见于唐代的几则史料，仅从语源学上讲，除初始意义外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而且由于稀有罕见，其在有唐一代星汉灿烂的文献中犹如几颗稍纵即逝的流星，对唐代文明这一巨大天体也不构成任何有影响的张力。

然而，如果换个视角，比如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上审视，那么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便显出卓尔不凡的意义。上文已经说过，古代的新闻事业以盛唐的“开元杂报”开其端绪，至中晚唐的进奏院状报而渐呈活跃态势。这一文明的律动，总会有意无意地在历史的沙滩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而晚唐之际那若有若无、似现似隐的“新闻”一词，不过是此类痕迹中较为抢眼者而已。它与此时此际渐由“状报”演来，并渐演变为成熟语的“报状”一词交相映衬，表露着新闻事业从原始的传播活动中转换生成着的可以把握的脉搏。关于报状，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其记述晚唐五代世事的传世之作《北梦琐言》中多有提及，如：

（陈会郎中）大和元年（827）登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卷3）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西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
(13)

 （卷4）

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

这些报状虽然都是进奏院状报，但意味已不相同。细加揣摸不难感到，状报之意落在状上，报状之意落在报上。前者词性介乎动词与名词之间，犹如英文的动名词，而报状则纯属名词了。将上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其所昭示的历史意义便颇堪寻味、非比寻常了。

以上所谈其实尚未进入正题，当然也并未跑题。正题是何谓新闻？正像美这一概念在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迄无定论一样，新闻这一概念作为新闻学的王冠，多年来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对此我们不拟做过多过细的考究，只想从常识入手删繁就简，结合公认的观点给出一种适用的解说，以界定我们的论题。根据成美和童兵先生的论述，新闻的主要构成因素有事实、新意和时效三项。
(14)

 宁树藩先生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了新闻的本质，指出新闻是经过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信息。
(15)

 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源于现实的语境，都属于当代学术的话语谱系。严格说当然不宜直接套用在一千年前的古人头上，但对我们观照唐代的新闻传播却也提供了理论视角。事实上，在唐人乃至整个古人的新闻观念中，除了现在所说的“新闻”含义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其中看重的是事情而不是事实，讲究的是新奇而不是新意，着意的是时过境迁仍堪把玩的传世韵味而不是越快越好、稍纵即逝的“易碎”品质。据此，我们可将本文中的新闻定义为经过传播的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其事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但只要关乎新近与新奇，并经过传通，播于人口者即成新闻。
(16)



这是新闻。那么，何谓传播呢？对此，我们同样不能照搬今人的现成定义，而需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原生态中予以考察、辨析与界定。

据方汉奇先生的说法，传播一语，最早出于《北史·突厥传》，所谓“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不过，在古代汉语中，传与播并非固定的组合，它们各具独立的词义，常需分开来讲。黄金贵先生曾对传及其相关词语进行了系统的考辨。他首先指出：“在使用中凡一个义位相同者，即构成同义词，同义词是词汇的横向组合系统；一组同义词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即各有不同的‘义象’。而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相关引申义较多者是核心词，它是该组同义词的代表。”据此，他继而写道：

古代汉语中，在传播义（义位）上，除了“传”，还有“播”、“布”、“流”、“宣”、“扬”诸词。它们是一组同义词，由辨析而知，在传播义上各有不同的“义象”。“播”示广泛地传播，“布”示伸展地传播，“流”示连续地传播，“宣”示庄重地传播，“扬”示宏大地传播，而“传”则通指纵、横（时间、空间）地传播。……“传”常与以上诸词同义连用，构成“传播”、“传布”、“流传”、“传扬”等复词，表示传播义，一直用于今。
(17)



众所周知，传是傳的简写。据《说文解字》，“傳，遽也。从人，專声”。其左边原义为人，右边为“六寸簿也”，而“專”的上半部在周代金文中，“如叀马之鼻”从而“与‘牵’同义”。所以，“‘传’字与‘人’有关，与‘六寸簿’有关，与‘牵马’有关”
(18)

 。合在一起，乃指周代置邮传命制度之核心的传（即后世驿传之始）。而掌管此事的“行夫”，正是“以车驾马”，手持六寸竹简，周流天下传递信息的。
(19)

 这是传字的本义，由此引申的一系列转义自然多与信息传通有关，如传道、传经、传檄、传闻、传抄、传单、传唤、传教、传令、传奇、传情、传授、传说、传诵、传言、传真、传呼，等等。举唐代的用法为例：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题《石榴诗》曰：“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作刀割破（黄袍衣），六七千个赤男女。”郡国传写，置之邮亭。
(20)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
(21)



传字今有两读，一为chuán，源自《广韵·平仙》之直挛切；一为zhuàn，源自《广韵·去线》之直恋切。这是为区别传的诸多用义而产生的音变，上古实为一词。如作为注解阐释《春秋》一经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zhuàn），即为对《春秋》这一经典的传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一书中就曾如是写道：“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卷5补注第十七）对传的本义及各引申义间的关系，黄金贵先生曾列表说明如下
(22)

 ：

[image: ]


传播的播字，在金文中意为播种，右边的“攴”是一种手的动作，象征人手把种子撒到田里。赵心树先生据此写道：“谷种的‘播’是在广大的田地上进行的，信息的‘播’自然也应在大范围内实施了。凡‘播’与信息流通有关时，常含有‘大规模’传递的意义，如‘播扬’、‘播敷’，等等。后来‘传播’一词含有‘大范围信息流通’的意思，也与此有关。”
(23)



概而言之，古代汉语里的传字指信息的传递，播字指信息的扩散，合起来指信息的广为传扬。所谓“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北史·突厥传》），实与“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旧唐书》卷7）等同义。

另据高名凯与刘正埮先生研究，现代汉语中的传播一词，来自日语的汉字“传播”（音den pa），后者又源于英语的propaganda（宣传）。
(24)

 传播学兴起后，传播一般便用于对译英语的communication。从词源上讲，英语的communicate出自拉丁语的communicare，意为分享（to share）；而后者又出自拉丁语的communis，意为公共的、共有的（common）。
(25)

 所以，传播学中的传播，通谓信息经交流而使人共享，既指信息的广泛扩散，更指信息的平等分享。而后面这层含义，在古代汉语的传播一词中尚不具备。

借鉴古义与今义，参酌常识与学理，我们把传播界定为信息的传递和流通。它可以是大规模的，也可以是小范围的；可以是双向的，也可是单向的；可以是横向的、空间的，如传之天下，也可以是纵向的、时间的，如传之子孙。一句话，但凡信息的传递和流通均属传播。

当然，我们的研究是有限定的，它仅涉及传播这个大项中的一个小项——新闻传播，仅仅探讨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在唐代文明的背景中如何传递和流通，以及此类传播的历史意义。


 露布及其妙用

在梳理并界定了新闻传播的概念之后，下面我们就在进奏院状报等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方式已缕清的基础上，逐项考察唐代官方之新闻传播活动的其他方式。

先谈露布。简单地说，露布就是报捷的文书，最早起源于魏晋时期。据《资治通鉴》晋纪六记载，晋惠帝永宁元年（301）：

张泓等进据阳翟，与齐王（司马）冏战，屡破之。……会（张）泓破冏露布至，（司马）伦乃复遣之。

这说明露布至少在公元3世纪已出现了。当时，露布也称露版，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宋将臧质助盱眙太守沈璞守城，挫败了魏兵的百般围攻。战后，“臧质以（沈）璞城主，使之上露版”（《资治通鉴》卷126）。胡三省就此写道：“露版者，书获捷之状，露版上闻，使天下悉知之也。”再如，梁武帝天监三年（504），魏将元英大破梁军，于是：

（元）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版，嫌其不精，命（统军）傅永改之，（傅）永不增文彩，直为之陈列军事处置形要而已，（元）英深赏之，曰：“观此经算，虽有金城汤池，不能守矣。”
(26)



另外，据《隋书·礼仪志》：

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知闻，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

如此说来，露布的字面意思似为“显露于外的布帛”，其实，露者诚指显露，而布者则主要是宣布、传布、布告之意。如玄宗朝进士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4中写道：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是也。

露布此意乃从文书不加封检、公开宣布之意承继而来。如《后汉书·李云传》有一句“（李）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对此，李贤加注云：“露布，谓不封之也。”

上节辨析词语时讲到，在传播的义位上，布与传、播、宣等属同义词。如《国语·晋语三》：“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韦昭注曰：“播，布也。”这是以布释播。而《文心雕龙·檄移》：“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又以播释布。再如《楚辞·九辩》：“愿沈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也是传播之意。至于《新唐书·高适传》：“年五十始为诗……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就更明白显赫了。可见从字面上讲，露布是指公开传布。后梁乾化三年（913），晋王李存勖攻破幽州，俘获割据一方的刘仁恭父子。取胜后，晋王命掌书记王缄起草露布。王缄不知露布为何物，于是便想当然地“书之于布，遣人曳之”。在这段载于《资治通鉴》卷269中的史实之后，胡三省批注道：

魏、晋以来，每战胜则书捷状，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谓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尝书之于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龙》曰：“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

这里说得很清楚，露布是“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并非把捷报写在布上，让人牵拉着的东西，就像现在的标语横幅。

作为报捷文书，想来露布起初比较粗略简单，犹如传单或简讯，旨在传递途中让军民知晓某处大捷、某处克敌。详情当须另文细报。隋文帝登基后，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意，在励精图治创设一系列为唐代崛起奠定基础的制度时，也将露布一事纳入王朝的传播系统，使之规范化、礼仪化、精致化，从而使露布成为隋唐时代官方新闻传播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南北朝走向统一昌盛之际的隋王朝对露布的革新，等于将这一起于行伍的传播形式纳入正统的庙堂。从此，露布便由朴野转向典雅，从粗陋渐趋精致，从随意变为正规。这一转折出现在隋初的开皇年间：

开皇中，（文帝）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杨广），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宰相）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郡县亦同。
(27)



唐因隋制，也照此办理：

大唐每平荡贼寇，宣露布。其曰，守宫量设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闻。仍集文武群官、客使于东朝堂，中书令（即隋代内史令）宣（露）布，具如开元礼。
(28)



中书令宣读露布还有一套考究而繁琐的礼仪：

群官客使至，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礼设群官版位于东朝堂之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又设客使位如常议。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面。

量时刻，吏部、兵部赞群官客使出次，谒者、赞引（各引）就位。立定，中书令受露布置于案，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之。典谒者引中书令，举案者从之，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于中书令西南，东面。立定，持案者进，中书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复位。中书令称：“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中书令宣露布讫，群官客使又再拜，皆舞蹈讫，又再拜。谒者引兵部尚书进中书令前，受露布，退复位，兵部侍郎受之。典谒引中书令入，谒者引群官客使各还次。
(29)



轩昂的殿堂、群集的百官、鲜艳的朝服、庄严的礼仪，好一派威风堂堂盛大隆重的场面。在这种气氛中，由宰相亲自宣读露布，便更显出中央朝廷的赫赫声势和煌煌国威。此类传播礼仪也让人不由想起当代传播研究中注重“仪式”而非“信息”的理论流派。

与壮观的场面和严整的仪式相应，早先文字朴质简约的露布便演为奥博雅驯的正式公文，列入中枢的六大上行文书之列：

凡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由（门下省侍中）审署申覆而施行焉。
(30)



至此，露布已不仅仅是由前方将帅发回朝廷，它还需经最高权力机构审核，乃至改写润饰，然后正式颁布天下。换言之，露布在正式“发表”之前，要经过最高当局的新闻检查。下面我们不妨著录一篇唐代的露布，以使人们对此新闻传播的形式与文体有一具体印象。这篇露布报道的是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中原军队在河北大败契丹的战事，起草露布的作者是时任军中掌书记的张说。张说是初盛唐之际的文坛领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重要文诰多出其手，时人将他与苏颋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因张说曾封燕国公，苏颋受封许国公）。张说为文精壮，注重风骨，他的这篇露布写得汪洋恣肆，轰轰烈烈，不愧为大手笔：

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

张说

大总管右金吾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河内郡王臣某、前军总管行左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定阳郡开国公臣杨玄基、行军长史朝奉大夫守给事中护军臣唐奉一、行军司马通议大夫行天官郎中臣郑杲等言：

臣闻氛祲薄霄，戎狄谋夏，则武库兵动，中国有弧矢之威；文昌将飞，边城用金革之事。盖以式遏奸暴，大庇黎人，震蛮荡夷，明罚耀武者也。伏惟天策金轮圣神皇帝陛下，仁覆有截，化被无外。皇图未臣之党，先帝不庭之俗，罔不依被声教，浸润邕熙，望云向风，密迩遐裔。

而契丹凶丑，奴隶余苗，非冒顿之雄族，异单于之贵种。徒以错居远郡，渐化平时。田牧混于四氓，贸迁通于三市。戍人解甲，边马垂辔。禽兽饱而忘恩，蜂虿养而恣毒。敢孤亭育，自绝生成，乃狼心干纪，鸱张窃发。虐我边吏，覆我镇军。大棘残于夷落，孤竹沦于荒虚。

陛下震赫斯之怒，授决胜之符。天地合谋，鬼神助顺。六狄举国，百蛮整众。运欃枪而扫除，纵列缺而焚荡。臣饮冰受斧，指日扬麾。虽谢河间之学，窃慕任城之勇。誓将首冒锋刃，躬先士卒。上假神兵之威，下定鬼方之罪。

凶丑狂悖，素无大志。因乘便利，煽动奸邪。去岁尝师，疑一军之尽化；今春轻敌，见三帅之不归。蚁聚实繁，豺牙益厉。结山戎而西寇，连岛夷而东入。

臣乃广开形势，大振军威。移告郡邑，金汤固守。传檄诸军，掎角相应。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仗钺蓟门，作镇幽国。当要害之地，挫犬羊之群。高垒深沟，卧旧营而不动；山蛇云鸟，阵死地而无疑。

总管沙吒忠义、王伯礼、安道买等，兵临易水，使接桑河。犀渠冲将士之冠，雕骑落将军之箭。四面当敌，九拒乘城。御史大夫娄师德、总管高再牟、薛思行等捍敌中山，折冲外侮。训厉鹰扬之士，辑穆震惊之师。其余部散校分，离网别绪。

兵车星布，巡太行而缀碣石；介马云罗，抉衡漳而连海浦。山川积雨，尽消胡骑之尘；草木长风，咸有王师之气。清边士马，稍南趋而拥蹙；神兵甲卒，渐北逐以威临。但合围而持重，未轻佻而即战。

重以蕃臣默啜，统率毡裘，控弦逾于万骑，带甲弥于千里，长驱松漠，掩夺柳城。巢空是穴，胎卵皆覆。于是贼众兵马，屯逼幽州，闻其塞外之败，惧有舟中之敌。势力外窘，心腹内乖。

建安郡王（武）攸宜，蓄锐渊停，乘机电发。援桴作气，则山岳可摇；书箭一飞，则酋渠相灭。兵才接刃，元凶授首。舂喉蔽野，京观起于中州；积甲成山，组练收于外府。虽本根斯拔，已荡涤于一隅，而余蔓所滋，尚联延于数刻。

贼帅何阿小等，顽凶是极，屠侩为资。受其署置，肆行劫掠。幽陵之下，不知首恶之已擒；两河之间，仍谓游魂之可恃。士女遭其迫胁，军城被其屠陷。以杀戮为事，户积虔刘之悲；以劫夺为心，家盈剥割之痛。

鹿城县令李怀璧，衣冠贵胄，令长崇班。背我朝恩，归诚狄寇。潜修甲杖，输以利器之资；见委兵权，当其上将之任。蠢兹狂乱，暂同燎火。言事翦除，方申沃雪。

臣乃盛兵邢赵，塞井陉之隘；命虎贲之将，遏其冲突之锋。长史唐奉一驰使洛魏，据河曹之津。纵羽林之雄，挫其侵轶之势。臣又遣前军总管忠武将军行左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定杨郡开国公杨玄基……等略其西南。或折冲其前，或乘蹑其后。整貔貅之佐，奋猛毅之伦。长戟林回，高旗云挠。

贼党晷穷漏急，命窄途殚，执无全之心，投必死之计。以今月一日，何阿小等帅不悛之旅，拥胁从之众，结聚数万，抗拒官军。自寅及午，前后九阵。玄基等并锋镝争先，弋铤递跃。抗足而跐，鲜卑之血涂地；攘臂而扔，乌丸之首积野。摧同冰陷，裂若山焚。穷其孑遗，无复噍类。斩获逆贼冀州三品大总管何阿小……等魁首巨蠹三百余人。所有戎羯凭陵残毁之处，臣皆宣布制旨抚集。其人感怀圣恩，俱得复业。群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载逋诛，一朝泯灭。数州怨毒，俄然清弭。舞溢河冀，歌达塞垣。截风浪以息沧溟，廓氛埃而睹白日。

郤縠何力，敢推群帅之劳；叔向有言，实在明君之德。臣凭借睿略，忝当戎政。神机密运，不待横草之功；天赞冥符，恭承破竹之势。伏惟庙胜，远奉朝欢，抃跃之情，倍万恒品。不胜庆快之至！

谨遣傔人天官常选李佑、别奏左卫长上校尉张德俊奉露布以闻，其军资械器，别簿条上。谨言。
(31)



这篇露布虽出自张说之手，但用的却是大军主帅武懿宗的口气。此人是武周时代一酷虐成性之徒，曾兴大狱，构陷朝臣，“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也”（《旧唐书》本传）。在此番讨伐契丹的战事中，他的表现与露布所彰显的英雄气概正好相反。当时他统帅三十万大军，却畏敌如虎，闻敌而退，致使安济桥所在的赵州惨遭屠掠。最令人发指的是，当契丹撤走后，他竟将许多被敌方裹胁的平民百姓治以谋反，而且是“生刳取其胆，临行刑，流血盈前，（武懿宗）言笑自若”。此前，露布中几次提到的敌酋何阿小，也曾大肆屠杀士民。于是，时人将他俩相提并论，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在整个隋唐五代时期，露布与烽燧、榜文一样都属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中的基本构成，尤其在通报胜利的消息时始终显示着无可比拟的功能。因而其声迹代为不绝：

大业中，隋将张须陀在章丘大败贼帅王薄，“获其家累辎重不可胜计，露布以闻”。
(32)



（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李）世[image: ]
 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
(33)



（762年，官军败史朝义于洛阳，三天后）“露布至京师”。
(34)



（宪宗朝的令狐通）每与贼战，必虚张虏获，得贼数人，即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
(35)



杨复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杨守宗等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又云：“贼（指黄巢）尚未坚阵，来抗官军，自卯至申，群凶大溃，即时奔遁，南入商山。”
(36)



…………

在这些层出不尽的露布中，李晟收复京师的露布一向为人称赏。李晟是那位雪夜袭蔡州的名将李愬之父。建中四年（782），朱泚反于长安，德宗仓皇出奔。李晟闻讯率军赴援，几经浴血奋战，终于在784年6月收复长安，于是：

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37)



六月四日，晟破贼露布至梁州，上览之感泣，群臣无不陨涕，因上寿称万岁，奏曰：“李晟虔奉圣谟，荡涤凶丑，然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
(38)



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感泣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为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image: ]
 而终，朝野惜之。
(39)



这篇由李晟传报实则出于公异手笔的露布，显然收到了明显的传播效果，竟使德宗皇帝及其左右群臣和随行六军全都感泣呜咽。而它的魅力与其说在于所报之事的感天地泣鬼神，不如说在于文辞本身的古色古香庄严典雅，从而赋予此事以一种神圣而蕴藉的意味。

按照上述情形，露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懂的。由于文重于实、辞重于意，露布几乎成为文人学士显露才华挥洒文思的擅场之地。随举一例。北周建德四年（575），大将李穆攻拔轵关、柏崖二镇（今河南济源一带），命卢恺作露布，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到后不说别的，而只是赞叹道“卢恺文章大进”
(40)

 。仿佛露布仅为美文，而非战地报道。隋代诗人、开七言歌行之先声的卢思道，还曾因露布写得漂亮而捡回一条性命：

（卢思道）以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周遣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卢思道）罪当法，已在死中。（宇文）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笔立成，文无加点，神举嘉而宥之。
(41)



除了官方的露布之外，一些反叛者也发表自己的露布。如肃宗至德二年（757），两京收复，安庆绪逃往安阳。不料，已是穷途末路的安史叛军又作困兽斗，居然设奇计大破官军。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溃走，泽潞节度使王思礼闻讯也仓皇败退。于是：

（安）庆绪遂分八道，曳露布称：破光弼、思礼两军，收斫万计，营幕俨然，天假使便，无所欠少，况（协助唐朝平叛的）回鹘已走，立功不难。其先溃（安史）将士于相州（安阳）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来月八日再收洛阳。
(42)



安庆绪的露布既传告得胜消息，又为濒临绝境的叛军士卒打气。果然，“诸贼知河东（李光弼）丧师，逆心又固，受其招诱，以十月悉到相州”
(43)

 。再如，唐末徐州叛卒首领庞勋也曾如法炮制自己的露布，“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
(44)

 。对此，就连正史都无法回避，即使淡化处理仍能感到其咄咄逼人之势：

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于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
(45)



另外，还有一篇民间露布则颇具喜剧色彩。与玄宗朝的那位“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一样，高宗朝的权臣李义府也被时人称为笑里藏刀的“李猫”。所以，龙朔三年（663），当李义府因罪流放时，朝野称庆。于是，有人便依照露布格式作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对他极尽戏谑嘲讽。刘祥道是按问李义府一案的刑部尚书，属河北道人士，故称“河间道行军元帅”；而李义府故园距当时的铜山不远，故有“铜山大贼”之谓。这篇民间露布有一句最是巧妙，连史家都禁不住将它著录下来：

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46)



这两句说得俏皮而生动，如果再知道它的出处就更会忍俊不禁，击掌称奇。当年刘邦当上皇帝后，把老爷子接到京城安享荣华富贵，谁知当惯农夫的太上皇偏偏思乡成疾，为解父忧，刘邦在长安附近依照老家的格局弄出个新丰县，其中连鸡巢狗窝都一如旧里，后人记述其事，写下这么两句：“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47)

 而这正是“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之所本。将老家的鸡犬运到新丰自然得混在一起乱放。等到了目的地它们不辨真伪还只当又回到原籍，于是便争先恐后地各投家门。“破铜山大贼”露布，巧妙地化用此典，讽刺李义府仗势将许多人的奴婢据为己有，等他身败名裂后人家又各回各家了。


 一纸檄文敌千军

论及露布，不能不连带地说到檄书。因为，在许多方面，露布与檄书同属一类，多有相似。从体裁上看，它们均为军旅文书，只不过檄文是在战前发，露布是在战后发。就新闻传播的功能而言，一者可谓新闻报道，一者可谓新闻评论；露布以报道战事为务，檄文以评论局势为旨。不过说到底，露布与檄文都在于长自己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故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二者实为一体，互为连带。如：

唐薛收在秦府（秦王李世民府），檄书露布，多出于（薛）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
(48)



薛收即大诗人薛道衡之子，英年早逝。

再如：

（李）习吉，右相（李）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后梁太祖朱温）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傅翼也。”
(49)



其中提到的“笺檄”、“书檄”，便是对檄书、露布等军旅文书的概称。当然说到传受双方的关系，露布是一种上行公文，檄书则是君主或统帅发布的一种下行文告。这或许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为传播关系往往决定着传播内容。

檄书，又称檄文或檄。隋文帝开皇八年（588），杨坚在大举发兵伐陈之前，曾向江南地区散发了三十万纸的诏书，“暴帝（陈后主）二十恶”，而这份诏书实开隋唐檄书之先声，其中写道：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阎闾，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50)



读到这样的檄文，恐怕没有人不觉得陈后主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应被千刀万剐、天诛地灭了。有趣的是，时隔约三十年，隋末义军首领李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子，效法杨坚平陈诏书发布了一篇历数其子隋炀帝十大罪的檄文。该文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一句而声震遐迩，名传千古，并由此形成“罄竹难书”的成语。

这篇檄文是617年李密兵逼洛阳，号魏公、称元年后发布的，它写得义正辞严、声势恢宏、有理有据、回肠荡气。一开篇，作者先阐明自己的观点，即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暴虐临人”而能够“克终天位”的帝王。接着，便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暴露了隋炀帝如何“暴虐临人”的十大罪恶。当泪血之笔一一历数这些触目惊心的罪恶后，作者与读者都会愤然发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心声，都会自然得出“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的结论。不过，檄文若至此结束，便只说了半句话，因为它不仅要灭敌方的威风，还需长自己的志气。于是，作者在说了炀帝之不义与将亡的上半句话，笔锋一转开始说自己之正义与将兴的下半句话：“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海内英雄，咸来响应。……牛酒献于军前，壶浆盈于道路。……”真是气壮山河，好不振奋人心！最后，作者以恩威并施、软硬兼备的口吻晓谕敌方人员，干脆利索地结束全文：

若隋代官人，同吠尧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怀蒯聩之禄。审配死于袁氏，不如张郃归曹；范增困于项王，未若陈平从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高官上赏，即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昆山纵火，玉石俱焚，尔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殷殷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51)



恐怕谁也想不到，这篇大气磅礴的檄文，竟然是出于一个“容貌短小，言辞讷涩”的书生——祖君彦。据《隋书·祖君彦传》：“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李）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及（李）密败，为王世充所杀。”祖君彦有才学，早年曾为隋代大诗人薛道衡所称赏。这篇传世檄文，既表明了祖君彦之才，也证实了薛道衡之识。

就整体的知名度而言，祖君彦的这篇《为李密檄洛州文》（617）显然不如骆宾王的那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684）。但从文理章法上讲，后者无非是对前者的仿效，当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明仿效。这篇被后世视为范文的檄书，也由三节构成：即痛诋对方之无道，所谓“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颂扬己方之神威，所谓“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及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召降纳叛”。其中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句，显系出自祖君彦的“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不过，由于骆宾王也是文坛高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誉为“初唐四杰”；加之他的檄书才藻纵横、词理典赡，虽用四六骈体，但俊逸清新、气势雄健，极尽檄文铺张扬厉摧枯拉朽的宣传鼓动之致，因而，当时（空间）与后世（时间）都产生了极富冲击力的传播效果。据时人记载，当武则天读到檄文前面的“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句，竟会心地微笑起来，当她读到篇末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尸骨未寒，太子已丢帝位），更在击节叹服之余责怪宰相未能发现骆宾王这样的英才：“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52)

 连被檄文声讨的对象本人都禁不住赞赏此作，可见其威力之大与效果之著。另外，从篇幅上看，骆宾王文只相当于祖君彦文的约八分之一，显得短小精悍，这不能不说是它流传广远乃至成为范文的一大原因。今之传者对此当予深思。下面便是这篇古今第一檄书的全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同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53)



不待多言，上论几则檄书多有夸大虚妄、捕风捉影之辞，与现代新闻评论摆事实、讲道理尚不可同日而语。揆情度理，檄书更近于宣传而不是新闻。

在唐代的檄书传播中，元万顷的《檄高丽文》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倒并非由于檄文本身写得如何气势夺人，而是由于它关涉信息保密、新闻检查、情报泄露等问题。高宗乾封二年（667），唐朝又对高丽大举用兵，主帅为李[image: ]
 ，元万顷以通事舍人从军，任掌书记之职。李[image: ]
 是隋唐之际的名将，多谋善战，军功显赫，此次出征不用一年便获全胜，攻拔平壤，擒获其王，取得连英武的太宗皇帝都未能取得以致耿耿于怀赍志而没的辉煌战绩。李[image: ]
 原名徐世[image: ]
 ，降唐后赐予国姓成为李世[image: ]
 ，后又因避李世民讳而改李[image: ]
 ，史书中时见三名混用，其实乃属一人。他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以一句“此陛下家事，何预外人”而一锤定音。谁料，后来他的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以一纸凌厉的檄书传谕天下，弄得他又惨遭开棺戮尸的报复。

大军未动，檄书先行。正当李[image: ]
 兵逼高丽、大战将临之际，不料元万顷草拟的一份《檄高丽文》惹出了麻烦。当时，不知为什么高丽未在鸭绿江设防，按说这为唐军的进攻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檄文有一句竟指斥对方主帅“不知守鸭绿之险”。于是，人家颇有风度地回报了一句：“谨闻命矣！”说完便“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
(54)

 。等于给敌人出谋划策帮了个忙。怨不得，“上（高宗）闻之，流（元）万顷于岭南”
(55)

 。对此始料未及的失误，掌管书檄的元万顷自当负责，因为他的职位既相当于新闻发布官，又相当于新闻检察官，事关重大怎能掉以轻心。也许由于他的这一疏忽，唐军又要多付出许多血的代价。近代的新闻记者常常抱怨军方封锁消息，不肯积极配合战地报道，但从《檄高丽文》事故中不难看到，事关军事行动的新闻传播稍一不慎即酿成灾难，难怪军方往往索性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不过元万顷虽属咎由自取，但身为主帅的李[image: ]
 似也难辞其责。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元万顷随李[image: ]
 出征不仅没有得到军功章，反倒落个流放岭南的下场，而当李[image: ]
 的孙子起兵时，他又因与徐敬业（李敬业举事后又被还姓徐）兄弟友善，再次被发配岭南，并死于贬所，这真有点宿命的味道了。

关于露布与檄书，我们先谈这么多。总括而言，露布与檄书是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向天下四方通报军国大事上作用显著。在印刷技术尚未进入普及应用的条件下，露布与檄书是传播最为广泛、受众最为众多、影响最为巨大的新闻扩散之手段，就传播的普遍性与时效性而言，它们都不亚于现代的大众媒介。如隋文帝的三十万纸平陈诏书，在偏安一隅，版图仅有“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的小小陈国
(56)

 ，平均合每县七百五十份，覆盖率已经相当惊人。隋朝能以破竹之势横扫江南，出师才两个月便一鼓攻取建康，生擒陈主，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外，与檄书的攻心作用也大有直接关系。作家林语堂曾论及骆宾王讨武曌檄的巨大功效，他说：

檄文传至京都，轰动一时，而徐敬业起兵一事，反倒显得冷落，不甚惹人重视，有些名句，深入人心，人人争相传诵。除去文章的声调铿锵，掷地有声之外，其内容正道出国内百姓的真正心思，表达出儒生、官员平日只敢在家窃窃私话的话。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文字秀拔刚劲，历述武后人神共愤之罪过，对武后名誉之损害，远胜过十万大军。
(57)



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大军的话，无疑是套用那句据说是出于拿破仑的名言——记者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若这么换算，则杨广统领的平陈部队就不是五十万，而是六十万了。

当然，露布与檄书虽然发挥了相当突出的新闻传播及宣传鼓动作用，但从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上看，它们都还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未从文章或文学中脱离出来，与“开元杂报”以后以进奏院状报为代表的那种“醒觉”的新闻事业尚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它们的语言不仅古奥诘屈，频繁用典，而且充满浮言虚词，夸张矫饰。以之鼓舞士气是一回事，以之传布消息则是另一回事。有时我们不能不怀疑，像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和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之类的文字，究竟有多少百姓能懂，又有多少民众能信——不是说大家不信，而是说其中实在没有说出多少可让人信的事情；即便有点实事也被美文华章卷得扶摇直上，搅得云天雾地，使人难得其要领。或许是有鉴于此，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旨在求得“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关于此举，我们将在传播思想一章中详述。这里仅以隋末李密的一篇露布结束本章，因为它已颇具新闻报道的感觉与匠心了
(58)

 ：

（王）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辩才等又于仓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堞。
(59)



用现代新闻学的眼光看，这篇露布可谓五W俱全，而且简洁流畅，犹如一则快讯。



————————————————————


(1)
 武英殿本《旧唐书》卷142。


(2)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


(3)
 《全唐诗》卷645。


(4)
 《全唐诗》卷646。


(5)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又此数段引文转引自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


(6)
 参见王志兴：《唐人孙处玄用过“新闻”一词吗？》，载《新闻学论集》，第八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7)
 参见（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参见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


(9)
 同上。


(10)
 ［法］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赵汀阳：《形与势》，载《中华读书报》，1997-01-15。


(12)
 《太平广记》卷35“韦丹”条。


(13)
 《资治通鉴》卷253：“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


(14)
 参见成美、童兵：《新闻理论教程》，3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5)
 参见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5）。


(16)
 走笔至此，翻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上赵心树的文章《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发现我们的看法与他的不谋而合。他从考释古汉语的“新闻”中得出结论：“没有事实材料自然不产生新闻，有而不传，或传而不通，同样不产生新闻。”


(17)
 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18)
 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19)
 同上。


(20)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21)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22)
 参见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23)
 赵心树：《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24)
 参见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5)
 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6)
 《资治通鉴》卷145。


(27)
 《隋书》卷8。又见《通典》卷76。


(28)
 《通典》卷76。


(29)
 《通典》卷132。


(30)
 《旧唐书》卷43。


(31)
 《文苑英华》，转引自常林瑞、张金涛纂辑：《中国历代文书》，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


(32)
 《隋书》卷71。


(33)
 《资治通鉴》卷293。


(34)
 《资治通鉴》卷222。


(35)
 《旧唐书》卷124。


(36)
 《资治通鉴》卷255。


(37)
 《资治通鉴》卷231。


(38)
 《旧唐书》卷133。


(39)
 《国史补》卷上。


(40)
 《隋书》卷56。


(41)
 《隋书》卷57。


(42)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39页。


(43)
 同上。


(44)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739页。


(45)
 《资治通鉴》卷251。


(46)
 《资治通鉴》卷201。


(47)
 《资治通鉴》卷201。


(48)
 《太平广记》卷174“薛收”条。


(49)
 （宋）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北梦琐言》，1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0)
 《资治通鉴》卷176。


(51)
 《旧唐书》卷53。


(52)
 《酉阳杂俎》前集卷1。


(53)
 《骆临海集》。


(54)
 《旧唐书》卷190。


(55)
 《资治通鉴》卷201。


(56)
 陈之郡县数见《隋书》卷2、《通鉴》卷177。


(57)
 《林语堂文集》，第六卷，4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58)
 “报导”一词已见于唐人文献，但它与《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古今用人，必因媒介”的“媒介”一样，与现代用法相去甚远。当时，“报导”乃指一种从事特殊营生的人，每年新进士放榜后他们专门替新科进士游冶开路引道。大概是这类人既需吆喝，又需导引，故而被称为“报导”。王定保《唐摭言》卷3中有这么一则故事：


薛监（会昌元年进士薛逢，官终秘书监）晚年厄于官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薛）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冁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导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59)
 《资治通鉴》卷185高祖武德元年正月胡三省注。



第四章　传播方式（下）

本章延续上一章的话题，继续探讨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所谓传播方式，实即传播手段。不论传播手段如何千变万化，花样繁多，总不出经由中介的间接一路和通过交往的直接一途这么两大类型。现在常说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无非是对自古及今这两大传播脉络的承继与拓展。至于当下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则又似将二者交融为一体了。从传播的视角看，信息不管是经由中介系统还是通过人际网络，都在于使原本孤立的各方发生联系，产生互动。不言而喻，天然的人际交流总不免受时空的制约，为了突破这一限制，使信息得以尽快尽广地流传开来，人类便在文明的进化历程中，不断地发明和完善各种中介手段。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西周的置邮传命，从文字的书写到书籍的印刷，从古代的邸报到现代的报刊，从广播到电视，进而到如今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等，都是这一努力的结晶，这一跋涉的足印。而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一系列传播方式——烽燧、榜文及其他，也都不妨被视为这一文明长河中波涌浪翻的一个个浪头，一股股潮流。


 白日登山望烽火

如同露布一样，烽燧也是通报军情的常用方式。一般来说，烽燧常同边关、征戍、大漠、沙场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就像唐诗里反复吟咏的：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

魏征《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杨炯《从军行》

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

李白《战城南》

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

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李颀《古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王昌龄《从军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祖咏《望蓟门》

烽燧报警究竟源于何时，现在无法确知，至少西周时这种传播手段已见使用，最著名的莫过于幽王烽火戏诸侯之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最初，“烽”与“燧”各有所指，是两个独立平行的名物，后来二者逐渐固定成一个专用词语，用来指一般所说的烽火。关于烽与燧的能指与所指，前人早做过详备的考辨
(1)

 ，公认的看法是：“夜里点的火叫烽，白天烧的烟叫燧。”
(2)

 细则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的一条注里所言：

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臬（一种可以上下牵引的机具），桔臬头有兜零（笼），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焚烧）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

简言之，烽指火，燧指烟；白天燃烟，夜晚点火。因此之故，烽燧又称烽烟、烽火。如姚合《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诗：“从今巂州路，无复有烽烟。”另外，边地荒凉，柴薪难觅，所谓“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等名句，都是这一荒寒景象的生动写照。于是，白昼燔燧燃烟，便不得不常以狼粪代薪，就像边地牧民至今仍有以牛粪为燃料者一样。之所以使用狼粪，一是此物当时在边关可能遍地皆是，收集起来容易；二是狼粪烧出的烟又高又直，容易看到。唐人段成式，在其“所涉既广，遂多珍异”（鲁迅）的名作《酉阳杂俎》中曾写道：“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
(3)

 如此一来，烽燧便又有了另一常见的别称——狼烟，而狼烟四起便同烽火连天一样，都成为乱世的写照。

从传播的时效上讲，烽燧在古代诸多传播形式中无疑属佼佼者。蔡谟《与弟书》里就讲道：“军中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形声相传，须臾百里。”如此迅捷，在电信技术用于传播前实可谓“神速”。所以，烽燧自然始终与十万火急的军情通报联为一体，而“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赵嘏《水调歌》第一）便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画面。作为最迅捷的传播手段，烽燧报警降至唐代已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制度、设施与运作规则。当时，每三十里左右设烽候一座，制同三十里设驿站。候又作堠，指瞭望敌情的土堡、哨所。烽候连用即指燃放烽烟的烽火台，如陈子昂《感遇诗》云：“亭堠何摧兀”，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云：“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楼兰”等。临近边塞的烽候为加强防卫能力，还筑有驿站似的城池，并置烽帅一人、烽副一人掌管。即《旧唐书·职官》所言：

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
(4)



对此，成书于唐玄宗时代的《唐六典》记述得更详尽：

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以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
(5)



烽帅手下负责守卫烽火台并监视动静燃烟放火的士卒，称为“烽子”。戎昱《塞上曲》中有一句：“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据杜牧的祖父，不仅出将入相还留下一部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说：“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
(6)

 几与杜牧同时出生，且同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中以怪诞的笔墨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永泰初，丰州（今内蒙古五原）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吐蕃君主）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其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沙漠）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两夜），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尔失，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令果其誓。”
(7)



这个被卖到吐蕃当奴隶的烽子，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一步一步由下人升至近侍，最后竟然死里逃生回到家里，确实让人称奇。怨不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小说之翘楚”的《酉阳杂俎》，专门将此事记载下来，后又被《太平广记》著录其中（见105卷）。从这则故事里我们知道，烽子同驿卒一样属社会底层，且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充任。

唐代的烽燧系统统归中央尚书省的兵部。兵部分为四司，即兵部、职方、驾部和库部。从具体的隶属关系讲，馆驿系统的顶头上司是驾部郎中，而烽燧系统的行政主管就是职方郎中。据《通典·职官五》，职方郎中“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虽说烽候串联起来差不多等于一条边防线，但事实上在后方、在内地也都设有成套的烽燧警报系统。尤其在唐朝防御的核心地带，如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更是像前线一样处在烽燧雷达的警戒之下。据《唐六典》记载：

旧关内（陕西北部）、京畿（西安）、河东（山西）、河北皆置烽。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敕以边隅无事，寰宇又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量停近甸（临近首都）烽（堠）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8)



依照此处量停的烽候与人员，我们不难算出每烽的平均人数为五人，这与前引杜佑的说法相近。不过，开元二十五年的这纸罢停内地烽候的敕书恐怕仅仅是停留在书面上，并未付诸实施。晁公武在评论“六典”时尽管强调“诸司遵行，殆将过半”，但还是承认这部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未能“悉行于世”
(9)

 。法国学者戴何都在《唐六典正确地描述了唐朝的制度吗？》
(10)

 一文中说得更明确：“《唐六典》中所描述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甚至在玄宗临朝年间也是如此，到了后来几代君主间则越来越松懈了。”证明停罢内地烽候之敕令未能贯彻的根据，还在于当渔阳鼙鼓动地来之际，这些烽火台依然照样发挥作用。如唐人姚汝能在其保留了安史之乱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安禄山事迹》中就提到，潼关失守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
(11)

 。当此时，不知玄宗是否忆及十八年前在歌舞升平中下的那道“内地置烽诚为非要”的诏书，但他翘首急盼烽燧送来平安消息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崛起，形成与朝廷武力抗衡的局面，从此中央王朝强求统一与地方军阀力图分裂的冲突便持续不断。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藩镇也都设置了自己的烽燧报警系统。如李愬冒雪奔袭蔡州之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
(12)

 ，切断了吴元济的“电话线”，结果“（李）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
(13)

 。再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倒戈归唐，擒杀李师道，传首京师。此前，刘悟曾驻军阳谷（今山东阳谷），当他准备回师直捣李师道老巢时，

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围剿李师道的官军统帅之一）：“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且使（田）弘正进据己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刘）悟函（李）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14)



正是这个李师道在官军讨伐吴元济的815年，派刺客潜匿于上都进奏院，刺杀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又派兵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谋乱，以牵制唐军，从而制造了两起震惊天下的特大新闻。

除了上述这些常设的烽候之外，还有一种大军出征时随处临时布置的烽火报警网络。这种网络就像现代战争中前线指挥部架起的电话线，战斗结束了或指挥部转移了，它也就随之撤除。对此临时烽火的功用与操作，文武双全的杜佑曾做过详尽的叙述：

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爟烽（即烽火），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如觉十骑以上、五十骑以下（之敌），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一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以下同，即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点燃上一程烽火的士卒）即赴军（大本营），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就置爟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元帅），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掌管），一道（诸）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
(15)



这样周密细致，可谓万无一失。由此也可知唐代烽燧制度之完善了。需要说明的是，以来敌数量决定烽火之数，在隋代已成定制。如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突厥内讧，已为皇家女婿的突利可汗大败，其部落散亡，而他本人则与出使突厥的隋朝大将长孙晟，“以五骑南走，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其时，突利不免又生犹豫，觉得“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不若回去与对手和好。欲使突利入朝的长孙晟得知此情后，“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突利见城中连举四烽，便问长孙晟，长孙晟回答说：“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一听大惧，忙入伏远镇以避兵锋，而入城后便由不得自己了，“（长孙）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
(16)

 。再如，《太宗实录》中也记载了一段不无相似的故事：

初，罗士信（即旧小说中罗成的原型）取千金堡（洛阳北），太宗（李世民）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屈突）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王）世充。通举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17)




 校尉羽书飞瀚海

如同露布与檄书形同一体，烽燧与羽檄也可谓形影相随。说起露布不能不提檄书，同样，讲到烽燧也不能不谈羽檄。

羽檄，又称羽书，严格说是征调军队、通报军情的火急文书，通俗说就是现代的鸡毛信之属。《汉书·高帝纪下》有一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对此颜师古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就是说，称羽檄者是因为插有鸟的羽毛。而插上鸟羽则表示像鸟一般飞速传递。这种刻不容缓、急如流火的情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常可见到：

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

王昌龄《少年行》

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

刘湾《出塞曲》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王维《老将行》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高适《燕歌行》

一旦敌寇压境，兵临城下，边关守军须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举烽火，第二件事自然就是发羽书。如把烽火比作一篇战地消息的导语，那么羽书便是消息的主体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相提并论，如“烽火遍照于川原，羽书交驰于道路”（《高力士外传》）。前面提到安史之乱中潼关失守当晚，玄宗遥望平安火的事情。唐制，“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
(18)

 。当时，玄宗先见平安火不至，已知大事不妙。第二天又看到驿骑飞送的羽书，才得知事态的详情。
(19)

 决计离京奔蜀前夕，玄宗最后一次登上往日与兄弟们欢歌畅饮的花萼相辉楼，演出了一幕心酸的历史悲歌：

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四顾凄怆）命作乐，有进《永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泪下）问谁为此词，日：“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饮而去。
(20)



我们感到，这首悲词不仅是大唐盛世的挽歌，同时仿佛也为烽燧传播留下一缕苍远浩茫的历史心音，以致后世之人每登临古烽火台，总会生出同样的感喟，体味同样的酸辛：“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张说《邺都引》）


 榜文与告示

当话题由上节的烽燧过渡到本节的榜文时，我们的感觉就像从狼烟滚滚的疆场步入其乐融融的田园，从高江急峡雷霆斗的喧腾转向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从容。

传播方式的演变同生物世界的进化非常相似。在进化过程中，有的生物完全灭绝了，如恐龙，有的被更高级的物种取代了，如从猿到人。相对于烽燧的恐龙式命运，榜文则沿用至今，与各种现代化的媒介一同发挥着信息传播的功能。

榜文，古代径直称榜，并多写作“牓”。它其实就是现在仍很常见的告示。我们认为，在唐代诸多的新闻传播形式中，榜文应该说是真正具有大众传播特质的。首先，它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广而告之，不像状报、羽书等有特定的传播对象。其次，它是经常发布的，不像露布、烽燧等只在特定时刻使用。最后，它的内容包罗广泛，从军国要闻到日常须知都在其传布范围，具有十足的新闻性。总之，我们想象不出当时有比榜文更近于新闻媒介的传播方式。或许，正由于榜文在唐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普适性、广泛性和常规性，使得人们像对待无处不在的空气一样对其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因而反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供一阅的“文字说明”。

傅璇琮先生在论及唐代的进士放榜时说过，“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固定的地点，一种是所谓榜贴，也称‘金花贴子’，可以传通到各处”
(21)

 。其实，不独进士榜，任何榜文都可分为张榜与传榜（榜贴）两种。前者如“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后者如“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白居易《杜陵叟》）。杜诗中说的“黄金榜”，即常言金榜题名之金榜，唐人多称之。如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金榜高悬当玉阙，锦衣即著到家林。”再如广宣《贺王侍郎典贡放榜》：“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登科榜之所以称金榜，“可能当时榜书系用黄纸，黄纸金色，故称金榜；同时金榜也有吉祥喜庆的意思”（傅璇琮）。

用传播学的眼光看，榜文实为联系传者——发榜部门与受众——读榜公众的一个中介。传者经此中介将有关信息公之于众，而受众通过榜文获知各种信息。换言之，榜文无异于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建立起一条沟通渠道，使二者得以发生联系。从榜文的规格上看，唐代几乎每一级官方机构都有发榜的权力，都有以此晓谕公众的需要。下面试举若干事例说明。

天宝五载（746），玄宗命郡县长官从他所撰的《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录于大板上，就村坊要路榜示”
(22)

 。

乾符六年（879），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任后，为了整治当地盗贼成群的治安秩序，拿出官库里的一千五百缗铜钱，分别放在成都的三个闹市区，然后发榜说：“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榜文一出，便产生这样的效果：

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崔）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别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
(23)



看来这位节度大员很懂得人的心理，善于抓住关键，分化瓦解。而同样是想令行禁止。另外一位地方长官可就行事笨拙，丢人现眼了。咸通八年（867），“怀州（河南焦作一带）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怒，相与作乱，逐（刘）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
(24)

 。

中和二年（882），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镇压了阡能领导的起义军，事后在阡能起事的邛州（四川邛崃）张榜，“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可是，

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处决）。（陈）敬瑄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阡能亲党）勿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党纷纷复起矣！”敬瑄从之，遣押牙牛晕往，集众于（邛）州门，（将系狱的三十五人）破械而释之，因询（问）其所以然，果（然是因为）行全有良田，（邛州）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
(25)



陈敬瑄的这一纸榜文不仅关系着一个地区的局势稳定，还决定着三十五人的身家性命，作用非同一般。

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当时他的辖区经过频繁的战乱，城邑残破，田地荒芜，居民不满百户，一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这时，张全义便从麾下所余百号人中，“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洛阳城外）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这样数年下来，“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
(26)

 。

以上所述都属张榜，至于传榜无非是将同样内容的榜文传往各地，然后或张贴或宣读而已。比如檄书，也可说是传榜之一种：论及内容称檄文，论及传播称榜文。在下面一例中，很难说传檄不是传榜：

（郑）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黄巢）。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郑）畋檄，争发兵应之。
(27)



另外，天佑三年（906），王建立行台于蜀，“以榜贴告谕所部藩镇州县”
(28)

 。显然，他既在治所张榜，又在全境传榜。

在唐代各类官方告示中，一年一度的进士榜无疑最牵扯上下人心，最耸动天下视听。所谓“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
(29)

 ，即不出十二天便举国皆知（古代以干支纪日，称从子至亥循环一周十二日为“浃辰”）。“尤其是中唐以来，宰相和朝廷内外要职，主要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这样，进士放榜也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因为这不仅决定应试举子个人的升沉得失，也影响以后的政局将由哪些人来掌握。穆宗长庆时，王起知贡举，放榜后，诗人张籍有句云“‘车马争来满禁城’，‘千里万里尽传名’，可以概见其盛况。”
(30)

 此种情形类似于今天的大选揭晓，而报告这一头条新闻的进士榜，自然也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种巴望、焦虑、兴致勃勃、又兴奋又紧张甚至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以今推昔当不难想象。对此，正史记载既详，野史传闻也多。以下便是几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李世民）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礼部）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的张榜墙），（墙）外有堧垣。（清晨天尚）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墙下的）棘篱，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尚书省的）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
(31)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赵）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春）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之）婿乎？”曰：“然。”（廉使）乃告之：“适报至，（赵琮）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与之）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
(32)



大中岁，韦颛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寒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韦）光（及第）成事者络绎而至，（韦）颛略无登第之耗。（韦）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韦）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颛已登第，（韦）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
(33)



如同前述露布、烽燧等，榜文既为统治者所看重，也为叛逆者所采用。当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既出范阳，遂为长榜以毁国家，兼妄云累奏不听”
(34)

 ；此外，“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传）榜郡县。”
(35)

 建中四年（783），泾原节度使的五千兵马奉命东征，路过长安时因食劣无赏而哗变，回师京城，德宗仓皇出奔，叛兵便拥戴软禁在京的原地方军阀朱泚为主。朱泚夜半入宫，平明出榜，声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致惊（皇帝）乘舆，西出巡幸。太尉（朱泚时加太尉、中书令）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德宗出奔的奉天）；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
(36)

 这类榜文听起来冠冕堂皇，义正辞严，而实际上无非是叛军发布的政变新闻或文告。

前面谈露布时，我们曾引了一条出自民间的讽刺性露布《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巧的是，这里又有一则同样出于民间、同样意在讽刺，而且同样以两句与“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句式相仿的妙语播于人口载入史籍的榜文：

（崔湜的）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即东宫太子李隆基），（因此而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即宰相）。或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
(37)



这个崔湜早负才名，弱冠及第，不到三十岁便官至兵部侍郎。有一次，他暮出端门，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当时任工部侍郎的张说，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38)

 然而，这位所谓容止端雅文词清丽的才子，却是个德行阙如、见风使舵的奸佞之徒。他先是依附于武三思，后又托庇于安乐公主，接着又成为太平公主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并做了太平公主的情夫之一。即使在与太平公主策划毒死李隆基或发动政变干掉皇帝的情况下，他也照玩脚踩两只船的惯技，将自己的妻子女儿供奉给政敌、后来的玄宗皇帝当时的东宫太子。所以，这份民间无名氏的榜文讽刺他“托庸才于（太平公）主第，进艳妇于（东宫太子）春宫”。有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当唐玄宗粉碎太平公主的阴谋后，崔湜也就难逃一死了。而这一民间榜文则以辛辣的文词，记录下一条宫廷新闻。

在唐代的各色民间榜文中，有一则因同复仇传奇相关而在历史的缤纷图景中留下一角身影，这就是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讲到的奇闻。李公佐是唐代著名传奇《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成语南柯一梦即源出此处。《谢小娥传》是他的又一传世之作，讲述了一位弱女子几经曲折终于为父为夫杀贼报仇的故事。这事本身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一条社会新闻。
(39)

 加之其中又涉及一则民间榜文，所以不妨将它摘录如下：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笈。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僮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迩后尝梦父告曰……又梦夫告曰……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image: ]
 （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image: ]
 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云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号，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817）。……（余）作（谢小娥）传以旌美之。
(40)



谢小娥的复仇成功，除了她个人的坚忍果敢之外，还借助于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个是解谜的作者，一个是招佣的纸榜。因着前者，小娥得以知道仇人；因着后者，她又得以遇上他们。两个环节前后相扣，才能将冤死与复仇两事贯通起来。这里，一纸平常看来或许无关紧要的榜文，竟成为破案的一个关键。对杀人凶手申兰申春来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张贴的榜文，最后居然差不多成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种似乎无关而实则切要的新闻传播形式——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帝言行举止的记录，体裁上大都归入编年史范畴。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
(41)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一历史记录实际上也可算作新闻传播。首先，新闻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实为一体之两面，用甘惜分先生的话来说，“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
(42)

 。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
(43)

 其次，以皇帝为中心的起居注，实际上广泛记录了当时的军国大事，内容十分丰富，举凡政治举措、军事行动、经济政策乃至自然灾害、行政区划、官吏任免、社会动态等，均有详实记载，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具有鲜明的新闻特征。最后，起居注的记事之制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44)

 ，即以年、月、日为序载言录事，加之内容林林总总涉及甚广，与当今定期刊行的政府公报几无二致。我们甚至推测，“开元杂报”的内容就出自起居注，是起居注的摘要报道。总之，起居注是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中不容忽略的一种手段。借用《旧唐书》中的话：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
(45)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第一，这种新闻传播难免流于“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崔瑞德）
(46)

 ，即梁启超所说的帝王将相之家谱；第二，起居注是内敛的，而非开放的，即所谓“既终藏之于府”；第三，它着意时间上的流传（不朽），而不追求空间上的扩散（易碎）。这是有别于新闻传播之特性的。

以记载皇帝行止为主的“注记”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有“君举必书”之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间区别诚如刘知几所言：“大史掌囯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47)

 汉代以后，开始出现专记皇帝言行的著述，世称起居注。
(48)

 魏晋时期，多以修史的著作郎掌起居注。
(49)

 至北魏又设专职的“起居令史”，侍从皇帝，“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纪录帝言及宾客酬对”
(50)

 。降及隋唐，随着官方修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起居注更发展为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不仅专人执掌，而且蔚为大观。如《开元起居注》就多达3682卷。
(51)

 据唐代史学巨子刘知几所言：

（起居注）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皇家（指唐）因之，又（于门下省）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起居）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起居）郎居其左，（起居）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起居郎）、右史（起居舍人）。今上（中宗）即位（705），仍从国初之号焉。……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
(52)



唐代的起居注，除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外，其余均已散佚，而它又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起居注。温大雅曾随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署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军中文翰，后又参与制定唐朝的开国典仪，迁黄门侍郎（门下省次官），其弟温彦博为中书侍郎（中书省次官），另外一弟温大有后来也任中书侍郎，故为时人所称羡。唐高祖曾开玩笑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
(53)

 ——我起兵造反，原来是为了你一家啊。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凡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隋）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
(54)

 。这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变动时期，演出了多少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换言之发生了多少搅天动地激荡人心的新闻。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温大雅一一载入《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后人自然视之为历史，但在温大雅的笔下它们却都是活生生的军国要闻。如：

隋主（炀帝）遣司直姓名驰驿系帝（李渊）而斩（马邑太守王）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箓，太原王气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悔。时皇太子（李建成）在河东，独有秦王（李世民）侍侧，耳语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孟津之师，不可从吾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系，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激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乃后数日，果有诏使驰驿而至。释（李）渊而免（王）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
(55)



再如，李渊南下进兵长安途中，一度陷入阴雨连绵、军粮不继的困境，后方又传来突厥与刘武周将乘虚袭取太原的消息，一时间军心浮动，物议汹汹，是进是退李渊不免犹豫起来，此时温大雅记述道：

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而谓之曰：“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借遣吾当突厥、（刘）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谓云何？”议者以“（宋）老生、屈突通（皆隋将）相去不远；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而行；（刘）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唐公顾谓大郎、二郎曰：“尔辈何如？”对曰：“（刘）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同志。（宋）老生、突厥奔竞来拒，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言不可听。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唐公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藉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56)



温大雅的起居注并非都是秉笔直书的实录，其中也羼杂了一些虚妄之事与溢美之词，报道了一些“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刘知几）的伪新闻。比如，在攻取河东郡的一次战斗中，明明是“骁勇千余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东原，不之见，会暴雨，髙祖鸣角收众”
(57)

 ，结果将得手的胜利又拱手相让。但在温大雅笔下却演化为如下故事：

唐公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守将）屈突通不敢出，闭门自守。城甚高峻，不易可攻，唐公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公命旋师。军人时速上城，不时速下。公曰：“屈突（通）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入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还。
(58)



这番悲怀慈语善则善矣，但想当然的成分恐占多数。

起居注的内容虽然都是事关重大的要闻，但其旨归却在于藏之秘府传之其人，而非传播中外咸使知闻，甚至就连起居注的主角皇帝本人都不得披览。如文宗开成四年（839）：

上（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记注观之，（魏）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曩（过去）尝观之。”对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避讳，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
(59)



在朕即国家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起居注这一封闭式的传播样式有时对人君倒也能产生一定的儆戒作用。一个为所欲为的君王可以不在乎当世舆论的千夫所指，但他不能不常常顾忌到后世舆论的众口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封闭的旨在传之后世的起居注反倒对当世之人构成舆论监督之势。就像孙伏伽在上高祖的建言书中所写到的：“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
(60)

 在下面这段涉及起居注的君臣对话中，就包括了更丰富而明确的意味：

（贞观十五年），迁（褚遂良）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
(61)



与起居注关系密切的时政记，为唐代的“专利品”。“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
(62)

 它最早是由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姚璹，于693年奏请实施的制度，据《旧唐书·姚璹传》记载：

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姚）璹始也。
(63)



《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姚璹的《修时政记》40卷。作为“宰相记天子之事以授史馆之实录”（《旧唐书·李吉甫传》），时政记可以说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性记载；但从新闻传播上看，它又未始不是一种出于最高当局的新闻把关或舆论导向。由于掌管起居注的是普通官员，品秩不高，仅为从六品，不参与高层决策，难从整体与全局的高度把握事态，因而他们通常只是就事论事的记下一笔新闻事件的流水账，而无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在宏观层面上驾驭众多的事实。李德裕任宰相时，干脆要求将起居注交宰相审査，以免“军国大政，传闻疑误”
(64)

 。或许正是针对起居注这一见木不见林的问题，朝廷觉得有必要在此之上增加一种综述性的时政记，以便对官方的“宣传报道”进行指导或引导。其作用恰似当今报刊上的综述与社论，将孤立的事件提炼为综合的事态。关于起居注与时政记的由来、兴废及功用，胡三省曾做过如下一段总括式解说：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记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东内大明宫的内朝正殿）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敢闻机务矣。长寿中（693），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及亦罢。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太和九年（835）诏起居郎、舍人，凡入阁日，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65)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的目的虽在修史，但也给当时的新闻传播提供了材料。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是历史，也是新闻，是实实在在的新闻，是当代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新闻。那些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它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它们那时所记载的新闻也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
(66)

 另外，由于起居郎等职如同国务秘书或机要秘书，他们想来当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信息传布的作用，时常难免会有意无意地将朝廷信息透露出来，流传开去。

以上我们用三章篇幅分别探讨了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常规形式，即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等。除了这些常规形式外，在唐代多姿多彩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还有不少随机应变花样翻新的“反常”形式。它们犹如夏夜星空中可遇不可期的流星，虽然往往是一次性的，但却以其亮丽夺目的光彩在群星闪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灿烂的一瞬。这里我们不妨简要谈谈三种此类形式，以窥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创新于一斑。

（隋文帝开皇十年即590年）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浙江金华）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之人）皆以（史）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史万岁的上司杨）素。（杨）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67)



这是一例颇具冒险色彩的竹筒传书。它令人不禁联想起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有关情节。

（隋）大业之末，盗贼蜂起，人多流亡，（隋将尧）君素所部独全。后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李渊）义兵于河东。俄而（屈突）通引兵南遁，以（尧）君素有胆略，署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尧）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木鹅之）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洛阳）。（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见而叹息，于是承制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散官），密遣行人劳苦之。
(68)



这是一例不无喜剧色彩的木鹅传表。

（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69)



这一例信鸽传信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古代的一种高效而稳妥的传播形式，更因为在世界各文明国度中都或迟或早地采用过这种形式，为此使用信鸽的早晚仿佛也就成为文明发达的一个标志。另外，路透社的创始人路透早年经营电讯业务时，也曾使用过信鸽，在路透社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关于张九龄与信鸽之事，美国学者谢弗在其享誉学界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吴玉贵的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这么写道：

中村久四郎列举的证据说明，宰相张九龄曾经用一只叫做“飞奴”的信鸽为他送信。张九龄很可能是从广州的波斯商人或者僧伽罗商人那里学到信鸽传书的知识的。……据此，我们可以将使用信鸽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公元七世纪后期。
(70)



说张九龄的信鸽传书知识来自广州的波斯商人乃属谢弗的推断，其依据无非是两条。

第一，张九龄生于曲江（今广东韶关），距广州不远；第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羽篇》“鸽”条中写过：“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71)

 在未有直接根据证明张九龄的确受教于外人之前，只能说中国见诸史册的信鸽传信始于张九龄的少年时代，即七世纪末。



探究官方新闻传播诸方式的初衷，自然在于揭示新闻是如何传布的，是经由何种渠道扩散的。然而，当我们追踪新闻传播的一般路径时，不期然而然地也发现另外一种轨迹，即在官方的新闻传播网络中，信息有时往往不是由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扩张，而是相反——从下而上、由面及点的聚敛。包括状报、露布、烽燧、羽书、注记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官方新闻传播手段，或偶然或必然地都会不时呈现此一共性。这与金字塔的权力体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一些理念表面看似乎具有一定同构关系，但内在的逻辑线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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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闻传播思想

青年学者赵汀阳，曾将文化与思想区分为“实体性的存在”与“书面性的存在”。
(1)

 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他的观点，而只是想借用其富有涵盖性的这对概念。如果说，唐人在新闻传播领域进行的一整套尝试、创新与实践属于实体性的存在；那么，相对于此，他们形成的一系列意识、观念与思想便是书面性的存在。二者之间，说白了也就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前面我们粗略勾画了唐人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践图景（主要是官方传播），下面我们再来追寻一下与此并行的思想轨迹。因为，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由于一个时期的新闻思想产生和发展，总是和一个时期的新闻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指导实践。因此研究一个时期的新闻思想及其发展的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和研究一个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加深对它的理解。”
(2)



唐人的新闻实践自然并不限于官方一隅，但探究唐人的新闻思想与传播观念，却不能不着眼于官方的理路。马克思说得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3)

 从这个意义上讲，缕清尊显的官方意识，不仅便于全面把握唐代官方的传播架构，而且对后文将要论及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也具有通用意义。


 闳放的盛唐气象

正如勾画唐人的传播实践不能不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同样，追寻唐人的传播理念也不能不展示更为宏阔的精神背景。说到底，一切传播行为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丝丝相扣，而一切传播思想也无不与时代的精神背景息息相通。那么，唐人的精神世界是怎样一番风貌呢？唐人的现念形态在中国思想史上又居于何等地位呢？这里，只需以黄仁宇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视角做一鸟瞰，便足以为下文的论述展示精神的背景，提供思想的脉络，营造时代的氛围。

不管是不是“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
(4)

 ，大唐盛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显赫地位都是公认的，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壮伟胸襟与长风几万里的雄阔气度，更是令后世之人高山仰止神往心驰。从汉末以来长期凝滞的历史，至此骤然坚冰开裂，仿佛所有的时代因素都恰到好处并完美和谐地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奔流一泻千里之势，形成鲁迅先生所称的“多少闳放”之势。就像葛兆光先生富有诗意的概括：

初、盛唐是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一个风流、浪漫与自信的时代，从贞观四年（630）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起，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战争、民族危机、社会混乱给人们带来的彷徨、失望、颓废心理便真正地烟消云散了。四夷臣服、物阜民安、政治开明的盛世现实，引起了文化心理氛围的变化，人们仿佛从憋气的小黑屋里走了出来，猛然看见大千世界的阳光明媚，草木葱茏，不免手舞足蹈，又不免有些眼花缭乱，对于人生充满了自信、坦然和兴奋，也许还稍稍有些儿迷狂。……的确，整个大唐帝国都洋溢着一团欢乐、热情、浪漫的气氛……它使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闳放起来，使整个社会文化变得繁荣、热闹起来。
(5)



大唐时代的这一闳放之势，不仅体现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观上，更展现在生机勃发的精神世界中。对唐人的心灵来说，自由、解放、超越犹如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们想方设法，几乎是寻找一切机会谋求欢娱、快乐和自由，他们渴盼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
(6)

 。如果我们把汉、唐视为中国历史上雄视天下的两座高峰，那么汉之气象好比是音乐中的贝多芬，气韵沉雄，悲壮豪迈；而唐之风度恰似莫扎特，开朗洒脱，舒卷自如。可以说，在唐人的精神世界中，处处都洋溢着“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洒脱之气，时时都显现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朗之象。面临着这么一个强盛而自信的时代，氤氲着这样一种开朗而超迈的精神，唐代的思想文化便自然呈现出开放吐纳兼收并蓄的态势。这一点，身处异域文化之中的人感受尤为强烈。以下是英、美、法三位大家的由衷感叹：

在整个7、8、9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西方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在六朝和唐代前期，中国充满了文化宽容的精神。

［美］费正清等：《中国：传统与变革》

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性的。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关于唐代思想文化的开放吐纳，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诸如儒释道三教的同被尊崇，祆教、景教、摩尼教的自由传播，中外文明的交流融汇等，人们都耳熟能详。不过，这里我们还是想征引一段与此有关的论述，原因当然不仅在于它富有新意，更是由于它与本文的论题直接相涉。这段论述出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唐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些特别。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或佛甚至被列于儒学之上。……

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特征。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中儒学衰弱，多种思想并存，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唐代社会的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不是单一的，政治上也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要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那就缺乏必要的基础了。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较为自由活泼。
(7)



这种思想领域的自由活泼、精神世界的吞吐开合，不能不波及新闻传播的观念领域。换言之，唐代新闻传播的书面性存在，必然要在这时代的整个话语谱系中展开。显然，这里主要是就盛唐气象而言的，至于后来的面貌则有点像吴经熊先生讨论晚唐诗歌时所言：

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已置身于梦境之中，灵魂像蜡烛之光，在梦境中微微闪烁。自然景致变成了一种“内在的特征”。世界淹没在了无边无际、朦胧的海洋之中，留下来的只是“一缕香魂”。
(8)




 隋初的文体改革

隋唐之际，传播领域坚冰开裂、“思想解放”的第一个征候，出自“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
(9)

 。此事虽未获得多大的实绩，但在传播史尤其是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略。

众所周知，隋唐之前的六朝文风向以绮丽纤巧、浮华繁缛著称于史。尽管这对深化文字的表达能力，使之在传情达意上更趋精致细腻不无积极意义，但走火入魔也难免因辞害义，变成形式化的游戏，弄得最后似乎只剩下传播形式的“幽灵”在苍白无力地做祟，而鲜能看见传播内容的“生命”去奋发蹈厉地张扬了。事实上，积弱不振的齐梁之人于醉生梦死、精神空虚的小天地中，在传播上除去玩玩形式的花样儿，也的确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可“言”的了。西魏时期，宇文泰欲革除此弊，一度曾提倡苏绰的质朴文体：

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宇文）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10)



尽管此举收效甚微，但毕竟如空谷足音，醒人耳目。隋朝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后，革故鼎新，返璞归真，南朝的淫靡文风又提到变革的日程上来。其实，开皇四年（584），隋文帝已普诏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着眼点在于要求公文去除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的表达。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此举意在提高传播效率，增加信息含量。所谓实录，无非就是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文帝此诏甫下，当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便因文表华艳“顶风作案”而被交付有司治罪。

不久，大臣李谔又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进一步申诉了改革文体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打响了讨伐齐梁文风的第一枪，并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绵远的回响。他首先痛诋曹魏以降的竞巧逐奇与雕虫小技，其中一段几成名言：

魏之三祖（曹操父子），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11)



本来，李谔的初衷并不错，即“屏黜轻浮，遏止华伪”，但他的建议未免苛刻。他主张，对华而不实者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此也表赞成，将其文“颁示天下”。无怪乎有论者认为，这“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12)

 。

不过，齐梁遗风遍流华壤，其势已积重难返，即使胁以文字狱，一时也难以扭转这一“递相师祖，久而愈扇”的风气。别看史书上盛称李谔奏表一经颁布，“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隋书·李谔传》），“帝纳李谔之策。……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旧唐书·薛登传》），但事实上情形远非如此。别的不说，即以近在眼前的隋文帝二子杨勇与杨广为例，便“笃嗜‘淫丽’而不少悛者”
(13)

 。据《隋书·魏澹传》：“废太子（杨）勇……令（魏澹）注庾信集”，又据《杨[image: ]
 传》：“初（晋）王（杨）广属文，效庾信体。”为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不无嘲谑地评说隋文帝此举：“欲平天下而未齐家，普诏州县而不严庭训……睫在眼前固不见欤。”
(14)

 讽刺隋文帝是不是像睫毛近在眼前反倒视而不见呢。

不仅如此，“‘文体’未正，即唐与隋代兴，齐梁遗风，绳继不改”
(15)

 。以《与权侍郎（德舆）书》一文而开韩愈文论之先声的盛唐史官柳冕，在其《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便提到，“国家承文弊之后，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二人皆太宗朝良相，政声卓然），不能反之于质。”
(16)

 就是说，以房杜之贤，犹不能使文风返归质朴凿实，“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
(17)

 。后世欧阳修也曾纳闷，而他的困惑更是表达了人们的共同心思：“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
(18)

 岂止是不能革除余习，太宗干脆心向往之，甚至追慕仿效。如《续通鉴长编》熙宁九年五月癸酉神宗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徐（陵）、庾（信）为文”；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4载郑獬语：“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词之溺人也！”

当然，对这一“齐梁遗风，绳继不改”的现象，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比如前引《中国文学史》一书就认为，这是“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唐太宗“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
(19)

 。不管怎样，事实应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盖周、隋至唐，知五代余习之须革，初非一人亦非一朝一夕矣。”
(20)



隋文帝、李谔强行推展的文体改革，虽因不逢其时而未获实绩，但对崛起于中唐的古文运动却可谓拥帚清道，开其先声了。而唐代的古文运动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流光溢彩的文化景观，其声其势若大海波涛层层叠叠，在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涌动不息。其中解放文体一项即摒弃骈文的程式束缚，恢复古文的自由抒写，对当时及以后的新闻传播具有不言自明的功效。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断言中唐时开始萌生的新闻事业乃由古文运动所催发，但句式参差交错、结构舒卷自如的散体文大量涌现，为最早的新闻传播文体——新闻信提供了适时而便捷的表达形式则属不争之事实。因为，在此之前，骈文几乎垄断了一切书面表达形式，抒情写景一类文字完全骈偶化自不待言，就连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也几乎为四六文一统天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篇讲究用典、声律、对偶，通篇充斥着精雕细刻、华而不实、半死不活、不痛不痒之陈词滥调的“新闻稿”会是什么样子。可见，文体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文章体裁问题，也不仅仅是文以载道问题，从传播观念的角度审视，它也关系信息流通的畅达迅捷。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堪称隋唐传播思想的第一块奠基石。


 李世民与《贞观政要》

诚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所言：“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
(21)

 这位千古一帝以其天纵之才、英武之姿，将一身鲜明的个性淋漓尽致地挥洒于大唐时代，为一段绚烂的历史涂抹了一层耀眼夺目的神采，贯注了一脉摇曳流转的灵气，充实了一股蓊郁蓬勃的生机，以致后人往往将他的个人形象同整个大唐合为一体，好像他就是大唐，大唐就是李世民。这使人不由想起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在其名著《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所论及的帝王英雄：以有声有色的一生铸就一个时代。大唐若无李世民，就像古希腊缺了亚历山大，古罗马少了恺撒一样，将显得多么平淡乏味，黯然失色。

李世民的个人身影不仅鲜明地印在“文皇帝”、“天可汗”一类的文治武功上，同时也渗透到有唐一代的思想观念中，一部《贞观政要》简直成为唐人修齐治平的百科全书。里面一些有关传播的议论不仅为唐人的传播思想调了音、定了调，也将古人的传播观念推向新的高度。《贞观政要》的主旨，在于居安思危以求长治久安。因而，全书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战战兢兢日慎一日的忧患情绪，其中涉及传播的内容也不例外。这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兼听与纳谏两项，而二者都可化约为传播过程中的“接受”。

先说纳谏。对封建时代的君臣而言，纳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在这个老掉牙的事情上，李世民也别开生面创下不少泽被百代的思想话语，从而显示了他的非凡与过人。纳谏说白了是个能否以及如何听取不同意见的问题。对此，他首先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自己择善而从。他意识到“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
(22)

 。存在不同意见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只有如此才能“集众思，广众益”。（诸葛亮）。他深知，“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
(23)

 。于是，他想方设法地鼓励大家进谏。贞观五年（631），他曾下令，命有关部门“采访大业（隋炀帝年号）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
(24)

 。贞观十七年（643），一位大臣上疏论政，太宗特赐他药石一剂，说：“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25)

 在他看来，“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26)

 。有一次，他甚至对侍臣们恳切说道：“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
(27)

 如此拳拳之忱，简直不亚于魏武当年那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求贤若渴之情。

美国政治学家、传播研究的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1948）一文中曾将传播活动的功能归结为三项，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与传递遗产。其中第一项尤为重要，它“是指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及其变化，再现周围世界的实际面貌及其动向”
(28)

 。此项功能被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形象地概括为“社会雷达”（social radar）。所谓社会雷达，在当代中国无非是“耳目喉舌”的同义语，而在封建时代，便不能不系于广开言路求谏纳谏，而李世民可谓深谙此理。贞观五年（631），他曾对侍臣说道：“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
(29)

 第二年，他又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
(30)

 这里，他实际上是把谏诤之途当成自己耳目的延伸，既然自己身居九重，所知有限，便只有借助于各方股肱之臣、鲠直之士，以广视听，舍此别无他途。不论人们怎样指摘这种做法的弊病与缺点，都不能不承认这实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李世民能够认识这一点并积极地予以实施，自然就使他显得卓荦超群了。

不管李世民在纳谏上如何特立独行，毕竟还只是蹈袭前人的路径，他及其侍臣在传播观念上不同前人的闪光点还在于兼听一项。兼听的思想，最初是由魏征提出来的：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古人说，即使微贱如樵采之徒，也应当向他征求意见）昔唐（尧）、虞（舜）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工）、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31)



此段议论先讲兼听之利，所谓“圣无不照”；继谈偏信之弊，所谓“天下溃叛”、“竟不得知”；最后归结为只有兼听纳下，才能下情上通。兼听的关键，在于打破贵臣独霸传播的局面，使之“不得壅蔽”下情上通的渠道。诚如王涤武先生所言：“明君之所以能明，便在于他不仅能听贵臣的意见，还能听取疏贱之臣的意见，这就是‘兼听’。”
(32)

 太宗对此深为赞同，因为这与他求谏纳谏的一贯主张正相吻合，可以说，魏征说的正是他心中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难怪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曾不胜感伤地说了如下一段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33)



除了为政之利，兼听主张的价值还在于提出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播理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有听取各方观点，才能明辨是非；而只信一方意见，势必懵懂昏昧。这既适用于居万乘之尊的君王，用范祖禹的话说“圣人以天下为耳目，故聪明；庸君以近习为耳目，故暗蔽”
(34)

 ，同样也适用于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之人。问题是，兼听之难并不在事理——谁人不懂集思广益，而在实行。以唐太宗之明，有一次都对魏征的廷争“聒噪”忍无可忍，在后宫对皇后忿忿地说道：“会杀此田舍翁！”（迟早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35)

 尽管太宗君臣只是提出兼听之理，尚未凿实兼听之道，但兼听精神依然像根主线似的若明若暗地贯穿于唐代的传播活动里，时隐时现地弥漫在唐人的思想观念中。下面一段出自太宗儿子高宗之口的议论，如不特意说明则完全可以混同于李世民本人所言：“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钳天下之口，其可得乎？”
(36)



总之，我们认为，李世民的观念集中体现了唐代官方的传播思想，其境界是开放的如纳谏，其精神是宽容的如兼听，而其宗旨则在一个“通”字。“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37)

 ，如此通明的时代怎能没有一种通畅的传播体系与通达的传播理念与之相匹配呢？如此说来也可谓时代使然而不得不然了。


 陆贽的去蔽求通说

李世民的求通意识固然为唐代的传播思想奠定了基石，但将这种思想真正繁衍成较系统较完整的理论，还得等到贞观之治后约一个半世纪的德宗朝，即唐明皇的曾孙在位的时期。也就是说，太宗的原创思路经过一百多年的吸收、沉淀、化合、咀嚼，才由德宗朝的名相陆贽缕析得头头是道、一脉贯通。这里，思想史又一回显示出千里伏线至此结穴的演化线索，再一次表露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生成轨迹。

终唐一代，名相辈出。如追随太宗开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辅佐玄宗创开元之治的姚崇、宋璟，中唐时期推行两税法的杨炎，平定淮西叛乱的裴度，晚唐政坛牛李党争的领袖牛僧孺、李德裕等。而里面称得上政治家的却为数不多，陆贽无疑是其中之一。所谓政治家，不仅具备精明干练的施政能力，更需禀有洞察古今涵化万物的真知卓识。借用苏轼的名句来说，就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陆贽正是如此。史书上曾将他与汉代的青年政治家贾谊相提并论
(38)

 ，不愧为画龙点睛之笔。陆贽与贾谊都属少年得志，而且都在十八岁成名。贾谊以其奏疏集《治安策》及《过秦论》而著称，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同样，陆贽也是以其五十四篇《陆宣公奏议》（又名《翰苑集》）而闻名，当时名相权德舆就曾盛赞道：“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诏奏议乎？”（《翰苑集序》）。欧阳修也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新唐书·陆贽传》）清季鸿儒纪晓岚为《四库全书总目》所写的此集断语是：“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

在陆贽这些匡救规切、炳炳如丹的论谏奏疏中，有一篇专门论及传播的文字。它回还往复，洋洋洒洒，思路绵密，步步为营，堪称中国传播思想史上一篇系统的专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京师突然祸起萧墙，一队哗变士兵出其不意地回师长安，情急之下皇帝仓皇出奔，逃往京兆府所属的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史称的泾原兵变（因哗变士兵属泾原节度使）。兵变发生后，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随驾扈从，前往行在。一次，“道途艰险，扈从不及，（陆贽）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陆）贽者赏千金。’翌日（陆）贽谒见，上喜形颜色，其宠待如此”
(39)

 。在奉天，“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陆）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
(40)

 。当时局势严峻，万分危机，几乎相当于安史之乱的潼关失守。正是在此多事之秋危难之际，当德宗问计陆贽什么是当下最要紧最急切的事情时，陆贽上了这篇出人意料的、不论其他而专论传播的奏疏。

以其理论与实践而大大推进了中国近代报业的梁启超，曾在戊戌变法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办报思想——“去塞求通”：“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41)

 梁任公此论不仅已成“经典”，而且往往被看作“独创”。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它也是渊源有自，而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陆贽的这篇奉天奏疏。尽管陆贽不可能谈及报馆，但其所论主旨正是去壅塞，求贯通，而他讲到的“通”与梁启超所说的“通”也是一脉相通：“主要涵义是指事物达到上下内外之间的沟通、联系、和谐和统一。”
(42)



面对四郊多垒，陆贽的奏疏自然首先从当下的危局谈起。在他看来，泾原兵变以及此前的诸镇叛乱，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所致。他说：

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
(43)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疏通内外上下的传播渠道，使上情下布，下情上闻，而尤为关紧的是让舆议群情上达天听。为此，首先不能不审察群情，看看大家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
(44)

 。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之意。如此一来，陆贽认为，“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45)

 。特别是“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此时此刻怎能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呢？“此诚当今之所急也”
(46)

 。

不过，这篇犹如词牌中之上中下三阕的奏疏，其上阕还只是泛泛而论，在阐述求通的思想时仅仅原则性地谈道：“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这类“大话”显然无济于事，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史书载，“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
(47)

 ，差一点不了了之。于是，陆贽又上一疏。在此“中阙”篇中，他开宗明义地说道：

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
(48)



再一次申述了洞察人情、民情、舆情、群情对安邦治国的首要意义。接着，他又借《易经》的乾（天）下而坤（地）上曰泰（通顺）、坤下而乾上曰否（不通顺），说明上下沟通的道理。按说，“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违背自然）矣，而（《易经》）反谓之泰者，（是因为）上下交（通的缘）故也”
(49)

 。同样，“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此番议论不无神秘主义的味道，但其要义仍在于通上下之情。就当时的情形而言，由于“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致使“（上面的）睿诚不布于群物，（下面的）物情不达于睿聪”
(50)

 。这里有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信息壅塞、上下意乖的局面与危害。有一次，德宗打猎路过一农家，他问户主：“百姓乐乎？”回答是“不乐”。他觉得奇怪，今年不是大丰收么，为什么不乐呢？农人答道：“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宫，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毎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
(51)

 一边是小民百姓的愁苦哀怨，另一边是皇上老子的太平幻觉，如此天差地别的根源正在于上下情隔，用司马光的话说：

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
(52)



不要说草民不得人人自言于天子，就是当年身为监察御史的陆贽欲见德宗，也是苦等半年而不获召见。为此，他在“中阕”篇中感叹道：“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
(53)

 针对德宗起初的无动于衷，陆贽最后禁不住驰笔牵出内心的愤激之辞：

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
(54)



陆贽此处的观点与前文所述的兼听思想，不是遥遥相应、暗暗相合么？

这一次，德宗对陆贽的奏疏不能再置若罔闻了。他派宦官去对陆贽强词夺理道，我本好推诚布公，也能采纳谏官的意见，但结果偏偏被奸人所欺，如今的种种祸患起因无他，全在推诚，云云。许是有了对手，许是有了“上阕”、“中阕”的铺垫，陆贽在“下阕”奏疏中才思泉涌，层层推进，发挥得酣畅淋漓，直把去蔽求通的思想说得义正辞严，无懈可击。你不是说“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么？那么，我认为，“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你不是说“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么？那么好吧，即使进谏者“辞情鄙拙，亦当从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司马光转述语）？而且你“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你“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经过一番辩驳，陆贽又回归主题：

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
(55)



还是因为上下阻隔两情不通的缘故。既然，

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
(56)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至此，陆贽才终于蓄势而发地甩出了他的杀手锏——“九弊不去故也”。原来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九种弊端未铲除之上！哪九种弊端呢？陆贽于是从容道出：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nuò怯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57)



陆贽说的九弊固然是就德宗朝的具体情况而言的，如骋辩给、眩聪明就是唐德宗的公认特征，史书说他“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资治通鉴》卷234）。但陆贽所言又不仅仅只适用于一朝一事，而是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用纪晓岚的话来说，“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时。”即以其九弊之说而论，古往今来但凡信息传播发生壅塞与失真之际，无不可见“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的憧憧鬼影。明确了九弊及其危害——如“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则如下结论便已不言自明了：

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
(58)



这番议论紧锣密鼓顺势而下，直逼得人不遑喘息，而定神之际又禁不住拍案称绝！他把去弊求通的思想置于古今治乱的大背景中，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最后使人不得不相信传而求通这个似乎不起眼的问题竟是天下兴亡赖以维系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辐辏关节。怨不得德宗在风雨飘摇中问以当今切务时，陆贽不谈调兵遣将、发展生产、举贤任能等，居然连上三道这样的奏疏。

陆贽的奉天三疏显然发生了作用。不出一月，到第二年即兴元元年（784）元旦，德宗在改元的制书中就大量吸收了陆贽的上述思想，承认“泽靡（没有）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反躬自责“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59)

 。这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罪己诏，好似英国王室那位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八世宣读的逊位诏书，产生了天下耸动的反响。建中之乱平息后，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入朝参谒时还专门说道：“山东（非今日之山东，而是泛指陕西以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60)

 看来陆贽的认识的确参透了民情、触及了人心，他不愧如他所言的“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
(61)

 。关于陆贽传播思想的影响，我们不妨参看一段刊于晚清《万国公报》的文字：

迨世衰道微，上下之情隔绝，谤言日兴，于是有用严刑以止谤者，究之民心骚然，道路以目，君壅蔽于上，臣泄沓于下，吾恐如川之崩决，而有不可止之势也。苟得一危言悚论，寓讽谏之意，以通上下之情者，岂非国家之幸，万民之福哉？
(62)




 刘知几的才学识理论

梳理唐人的新闻传播观念时，有一部思想储量异常丰厚的史学理论著作值得深入开掘，这就是刘知几的名著《史通》。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练地概括为实用理性。他说：

先秦名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
(63)



而其中，“历史意识的发达
 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64)

 。此论与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的记录，无不丛纳于史”，可谓殊途同归，都精确把握到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脉搏。既然如此，既然中国的实用理性“特别执著于历史”（李泽厚）
(65)

 ，对中国思想史的任何探讨便自然而然地必定涉及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

不仅如此，对新闻传播来说，史学及史学理论又具有更直接更密切的关联。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
(66)

 。甘惜分先生说得更为明确：“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
(67)

 他甚至断言：“（古代的）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
(68)

 甘先生的上述观点，是1985年他在兰州大学新闻系所做的一次题为“新闻学与历史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后来他嫌意犹未尽，时隔十年又发表了《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一文，对新闻与历史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他写道：

大体而言，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和当代史，古代史在其发生的当时也是新闻，当代史就是眼前正在发展变化的一切新事物，这更是新闻。所以历史与新闻是不可截然划分的。
(69)



因此，“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
(70)

 。

总之，无论是史学之于中国思想传统的意义，抑或是历史与新闻“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都使我们在追索唐人的传播理念时，不得不把内容丰赡、才思横溢、泽披万方、惠及百代的《史通》作为考量的重点。假如说史学理论好比古代的新闻理论，那么《史通》便是唐代“新闻界”（当代史学家）的教科书了。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
(71)

 ，也“是世界文献史中出现的第一部这类著作，标志着在史学和历史编纂学问题上一种考证研究的开始，它后来在11世纪时得以发扬光大，稍后在章学诚（1738—1801）时代便发展成类似于维科和黑格尔的一种历史哲学”
(72)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字子玄，生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不仅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古代首屈一指的史学理论家。据《史通·自叙篇》，他十二岁贯通《左传》，十七岁即将汉代以来的各种史书“窥览略周”，二十岁进士及第，遂将洛阳、长安两地的公私藏书“姿情披阅”。后因长于史学而被荐往史馆。他从武则天时代预修国史，“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前后做了近三十年的史官。《史通》可以说是他一生研习历史的思想结晶，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全书二十卷，计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司）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谓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谢和耐），刘知几在书中既“上穷王道，下掞人伦”，又“多讥往哲，喜述前非”，于是他时常担心“致惊愚俗”、“获罪于时”，甚至“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所以，每每“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此情此景直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发出的那一声声泣血的悲鸣。然而，天道毕竟是公正的。司马迁终因其《史记》而成为伟大的历史记录者，刘知几也以其《史通》而成为杰出的历史思想者。记者，记录；通者，会通。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史才（灵气）、史学（学问）、史识（思想）之论。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他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道：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尤重史识。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史通·杂说下》）。他借孔子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而将史家也分为君子之史与小人之史，前者如司马迁，后者如北齐时攀附权贵、所撰之史人称“秽史”的魏收。这里其实已隐含着史德的要义。于是，到了清季，史学巨擘章学诚便在才学识三者外又明确地提出了史德一维，并强调说：“才、识、学、德四者之中，以史德为要。”（《文史通义》）这四者不独针对于史家，同样也适用于记者。对此甘惜分先生做过这样的阐发：

史学——即具有丰富的学问。掌握丰富的材料，学有根底，笔下左右逢源，才能写出坚实的文章。今天中国新闻工作者具有坚实基础的并不多，不少人是奉命采访，奉命报导，引不起读者注意，文章无一日之生命，才能被埋没，深为可惜。

史才——即表达见解的才能。胸中纵有千山万壑，而写出来的文章却平淡无奇；缺跌宕起伏之势，无汹涌澎湃之潮。这类史学著作，并非良史；这类新闻报导和新闻评论，更非佳品。

史识——即治学的胆识。有鉴别是非的眼力，有评价功过的勇气。独具慧眼，阐发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外大局全在我胸中翻腾，以真理为尺度衡量天下事，评点天下事。这才是真正的胆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当代史学家）都应具备这种胆识。

史德——即史学家的道德品质。史学家必须是正直无私的人，不为权势所慑，不为金钱所诱，写出一部公正不曲的历史著作，这一著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后人挑剔。如果下笔时左顾右盼，怕这怕那，曲意逢迎，毫无原则，则此人非良史，书非好书，必将被历史所淘汰，为后人所非议。历史学家的这种品德修养也与新闻工作者相同。新闻工作者每天写正在发生发展的当代史，必须坚持真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人民报告最新的真实的事实，报告真相……如果中国新闻工作者不能成为当代正直的史学家，攀附权贵，一心捞钱，造谣泄密，趋福避祸，那么他们新闻生命就完结了。
(73)



一句话，才、学、识、德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李大钊先生曾抄录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年刘知几的知交徐坚说过史官“宜置此书（指《史通》）于座右”，而如今的记者则不妨将此联奉为座右铭。


 《史通》与“直笔”

刘知几的才学识之论，可视为其史学理论的木兰围场，圈出了一片广袤而丰沃的思想园地，《史通》中林林总总、洋洋洒洒的神思妙悟，无不缘此布阵，纵横驰骋，形成一曲急管繁弦而不乱、嘈嘈切切而有序的思想交响。在这“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叙篇》）的壮阔文阵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有关修史的论述。因为这些论述大多都与载言记事有关，即与传播过程中的种种事项有关，其中既有原则性的又有方法性的。依照范文澜先生的概括：

《史通》论修史，以直笔为中心思想。不仅有《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面，详加论述，其他各篇中，也贯穿着直笔的论点：什么是直笔？《史通·杂说篇下》有一个扼要的解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怎样才能做到直笔？综括《史通》所述，约有四端：不畏强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识），鉴别史料真伪（史学），不为浮词妄饰（史才）。
(74)



以下我们便循此“直笔”一路，一起到《史通》的思想密林巡游一番。直笔，是我国史家传统的主流，从孔子修《春秋》起一直绵延不绝。一代英主唐太宗对此也曾屡加提倡，认为史家“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贞观政要·崇儒学》）。贞观十四年，他竟对房玄龄说道：“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这种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一般执政者都爱听好话，听赞其善举，谁愿听坏话，听斥其恶行呢？而李世民却觉得坏事可以引以为鉴，自我修正，这一点非有雄图大志且充满自信者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他读到史官记述玄武门之变那闪烁其词、语多隐讳的文字时，不禁批评道：“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崇儒学》）

刘知几对直书其事更为看重，这与他对传播功能及意义的认识直接相关。他认为，人生天地间“如白驹之过隙”，谁都“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对于功名“莫不汲汲焉，孜孜焉”。为什么呢？“皆以图不朽之事也！”那么，怎样求得不朽呢？只有凭借传播之代代相传的功能了。具体地说，主要是靠史家的记载了。他说：

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皆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没有史官，则贤如尧舜，暴如桀纣，一死之后便不分善恶，一并消失了；而竹帛长存，则即使斯人已逝，其嘉言令行都如星汉灿烂，永驻人间。“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均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如此重任，岂能儿戏！故须直书其事，不掩恶，不虚美，才能使善举斐然，恶迹昭彰，从而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反之，如果“是非无准，真伪相杂”，那么势必“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

确定了“著述之功，其力大矣”（《杂说篇》下）的前提，搞清了历史对整合社会、维系国脉的作用，直笔之论自属题中应有之意了。根据《说文解字》，史字的本意就是握笔的手上面有个“中”，而“中，正也”。也就是说，撰录历史须客观公正，笔应正，应直，而不能曲。对此道理或常识，刘知几简直不惮其烦地反复申述。在《直书篇》中，他写道：“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对贼臣逆子，就得“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使“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尽管这么一来难免招惹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就像汉代民谚说的“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但自古以来“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但凡良史无不“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在《曲笔篇》里，他一方面对曲笔阿时之徒，对“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深恶痛绝，恨不得“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曲笔的苦衷，“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的确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为此他不由感叹道：“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事实上，在他心目中，史家被分为上中下三品，像晋之董狐、齐之南史那样“彰善显恶，不避强御”者，才算得上品，一般“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者，都只是下品（《辨职篇》）。尽管“史之不直，代有其书”（《曲笔篇》），但不能因此就放弃直笔的理想。

在刘知几看来，禀笔直书并非有闻必录。一事当前，先得明辨是非，区分善恶，进而记功司过，彰善惩恶。善恶与直笔，属一事之两面，是互为表里的。倘若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只是一味地直书其事，则是将君子小人混为一谈，收不到“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品藻篇》）的传播功效。在书中，他从近乎苛刻的道德立场出发，一再强调善恶问题。他认为，“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辨职篇》）。明辨善恶，才能真正秉笔直书；而直笔的宗旨，也正在于使后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进而言之，修史者不论撰既往之历史，还是述当下之历史（新闻），都应以“正面报导”为主。他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杂说篇》下）。甚至还说，“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惟记善而已”（《人物篇》）。他不赞成过多记录一些乌七八糟污秽不堪的玩意儿，他觉得“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人物篇》）。他特别反感那些类似于当今地摊小报（tabloid）之黄色黑色灰色新闻的东西，它们“真伪不别，是非相乱……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既“无益风规，有伤名教”，又“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杂述篇》）。为此，他特意告诫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人物篇》）总而言之，所谓直笔者，“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杂说篇》下）

如果说“务存直道”是直笔的精神，“区别流品”是直笔的立场，那么“拨浮华，采真实”就是直笔的基本原则了。不待多言，在刘知几心目中真实性问题至关重要，他要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到底，就不能不坚持真实性原则，不能不一再把“实录”奉为载言记事的圭臬。真实之难不在认识，而在实践。没有谁不珍视史家的生命——真实，但又没有比这个生命更脆弱的。除去传者有意造伪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也易导致真实受损。比如，信息在递相传播的过程中，就常常自然不自然地发生莫名其妙的偏差或失真，所谓“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采撰篇》）。有时更奇怪的是“同说一事，而分两家”，“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这都是由于信息来源不同所致，“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采撰篇》）。而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常态，秉笔者需辨别真伪，善于思考，才能不为所惑，去伪存真。刘知几再三告诫道：“讹言难信，传闻多失”，“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采撰篇》）。

这些关于真实性的论述或许不足称奇，刘知几有异常人的思想还在于，他把真实性的主张一直贯注到如实记载人物实际所说的方言俗语上。他多次提及《齐志》的作者王邵，称他“志存实录”（《叙事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口语，使人读了仿佛身临其境，“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言语篇》）。虽说《齐志》中“言多滓秽，语伤浅俗”，但这并非王邵闭门杜撰，而恰恰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倘若为此而指斥史家不够雅驯，那就恰似丑人责怪明镜一样，“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照镜子的人）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言语篇》）。他不赞成使用背离客观的文雅语言，认为“枉饰虚言，都损实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言语篇》）。在《杂说篇》下里，他从正反两面举例说明：

《周史》述太祖（宇文泰）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此并《六经》之言也……岂是宇文之语耶？

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泰）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宇文泰封安定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邵）、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作者）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

其实，像《史记》所载汉王刘邦怒训郦生的话“竖儒，几败乃公事”，《世说新语》中的乐广称道卫介的话“谁家生得宁馨儿”等，后人但觉古朴清雅，殊不知这都是当时播于众口的大白话。所以，刘知几感叹道：“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言语篇》）

直笔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最后都得落实于文笔。“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载文篇》）。刘知几对行文的要求，一是着重叙事，二是强调简要：“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叙事篇》）所谓以叙事为工，就是如史直书，“用事实说话”。刘知几将叙事的方法分为四种。一是“直纪其才行”，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只说“允恭克让”而更无他言。二是“唯书其事迹”，即只客观地记叙人物的所作所为。三是“因言语而可知”，如武王东征前誓师，历数纣王的恶行：“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四是“假赞论而自见”，如《汉书·孝文纪》后面的赞论中写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而此事在前面的正文中并未提到（见《叙事篇》）。这四种叙事法既可独立使用，也可兼行并举，以使行文错落有致，跌宕生姿。

刘知几对叙事的简要尤为强调——“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篇》）他的简要标准，简直可说到了《登徒子传》中赞美绝世佳人所说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锱铢必较程度。当然，他并不是一味地为简要而简要，他的真正愿望是持一而当百，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叙事篇》）。他主张“言虽简略，理皆要害”，讨厌“芜音累句，云蒸泉涌”。他希望：“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叙事篇》）。实际上，古往今来执笔为文都有四种境界，从高到低依次为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而刘知几所推崇的，无疑是深入浅出的最高境界。至于如何简要，他介绍了两种办法：“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叙事篇》）亦即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尽情删去之法。比如，《汉书·张苍传》中有一句“年老，口中无齿”，刘知几认为应删成“老，无齿”，六字减为三字而意思已经明确。他曾指出，“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叙事篇》）不懂省字即不懂修史，刘知几将省字之功提到如此的高度，不能不令人深思。

不管是叙事之工，还是简要之美，刘知几无非都在主张用一种朴素自然的文笔撰述历史，摒弃华而不实的浮言虚词。他深知，唯有朴素自然才能接近真实，而一切浮言都难免损真，所有虚词都势必妨实。也就是说，“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叙事篇》）。像徐陵、庾信那种浮艳华丽的文字就不适宜于史传，“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核才篇》）。由此说来，甘惜分先生主张将我国的新闻专业从中文系挪到历史系，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从文学学位改授史学学位，应该说更有利于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75)

 事实上，在文学气味浓郁的环境中熏染出来的学子，一旦走上新闻岗位，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文学笔调带入报道之中，而这种流丽华饰的文字把握不好，就容易对客观事实形成干扰、遮蔽乃至扭曲之势。刘知几说的“（历史）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的话（《杂说篇》下），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刘知几的《史通》虽如孤峰秀拔，挺然高耸，但并非空谷足音，流为绝响，而是以唐人传播思想的整体共识为背景的。换句话说，在《史通》的前后左右，我们能看到许多高低起伏互为犄角的连绵山岭，在刘知几“半入江风半入云”的优美独唱中，我们能听出一大片与之协奏的精神共鸣。以直笔意识为例，刘知几的挚友、《贞观政要》的编纂者吴兢，就曾对宰相张说迫使他修改有关自己的记载报之以如下一句毫不通融的话：“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76)

 又如元和七年六月（812），唐宪宗读《肃宗实录》，发现不少“浮词虚美”之处，于是便对史官说道：“记事每要指实，不得虚饰。”
(77)

 流传及今的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有一次在回答皇上有关《时政记》的问题时，几乎直接引用了《史通》的原话：“……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78)

 这里，中唐史官李翱的一封奏书更是明显秉承了刘知几的理论主张：

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实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即不朽之义）者，史官之任也。……（而虚美不实的记载）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记事则非史迁（司马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则）足以自见矣。
(79)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荣耀的年代，唐代的传播是古昔最活跃的时期。与之相应，唐人的传播思想也是波涌浪翻蔚为奇观。以上我们通过散点透视，从几个制高点上对有唐一代的传播思想进行了扫描。毫无疑问，这里的爬梳远非充分，论析更非深入，比如古文运动所包含的传播意识就颇多承前启后的蕴含。借用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的妙喻，虽说我们原想从一滴海水中尝出大海的滋味，但结果总是不免于让人仅凭一块砖去构想万里长城的雄姿。好在我们毕竟在唐人传播思想的秀岭奇峰上鸟瞰巡游了一番，纵然没有尽兴，也算不虚此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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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

唐人新闻传播好比一辆三驾马车，由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三骏共同牵引。其中，官方传播虽为驾辕主力，承载重负，把握方向，但两旁一起拉套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也功不可没。借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官方传播属“宏大叙事”，士人与民间传播则为“私人叙事”。贞观年间，太宗有一次曾与兼修《起居注》的褚遂良叙谈，说道：“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一旁侍立的黄门侍郎刘洎，听了褚遂良的肯定回答后又补充一句：“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1)

 这个流传甚广的轶事，实际上关涉上述三种传播。所谓卿（史官）必记之，乃指官方的宏大叙事；而所谓天下之人皆记之，则指“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外的私人叙事。官方传播并不能一手遮天，在它力所能及或不及之际，始终都存在着一个天下之人皆记之的广袤空间。而这个空间大率由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两种传播类型所填充，亦即由百姓的心记而口传和文士的笔记而文传两大传播方式及其文本所平分。

以上几章集中探究了唐代的官方传播，下面几章将着力考察当时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在此之前，应该明确一点，官方、士人与民间三种传播领域虽然各行其道，判然有别，但并非各自独立，了不相涉。三者常常是彼此绞缠，互相包容，以至于有时弄得眉目不清，面貌模糊。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可用图6—1表示。

[image: ]
图6—1　三种传播的联系



图中的三个圆代表三种传播领域。它们既各行其是，如空白部分所示；又两相交叉，如斜线部分所示；同时还三方重叠，如黑色部分所示。对此三者，需辩证地看，联系地看。一方面，它们各因其特性而自成体系，并依“行规”而自主运行；另一方面，它们又彼此开放，互相兼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合局面。唐代的新闻传播，就是在这一简单而繁复、分殊而统一的局面里，全方位地展开的。


 士的流变

诚然，“不少学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朝廷政命宣述为主的官方传播和下层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传播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士大夫阶层的传播活动”
(2)

 。但是，当我们在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的两极之外再单列士人传播一极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逻辑上的诘问：士不也是民么？确实，按古代惯用的划分法，士、农、工、商一向是相提并论，而士又通称为“四民之首”。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从民间范畴中单另抽出士人一项，并使之在朝野官民的习惯序列之中鼎足而立呢？所谓三驾马车的划分根据是什么呢？不首先解答这个问题，谈论士人传播就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了。

士人，亦即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士”，是中国文化传统里一个举足轻重的阶层。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余英时，曾对中国历史上的士做过系统而精深的研究。他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
(3)



提到古代的士，人们总是首先联想到读书人、文化人或“士大夫”。而从历史上看，士的形象演变很大。商周时期，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它的上面是“大夫”，下面则是“庶人”。“下逮战国，士的地位已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席”
(4)

 ，士的成员渐趋庞杂，士的内涵渐趋宽泛。大略说来，士既包括知书达理的文人，也兼指刚勇行侠的武士，如“二桃杀三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等。不过，尽管当时士庶合流，士已演化成《谷梁传》所指的“士民”（成公元年），但总的看士还是属于劳心者，从而与劳力者庶人迥然相异，就像《国语·鲁语下》所描绘的：

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

这里说的君子，也正是士人立身行事的理想典范。马克斯·韦伯在被誉为汉学研究中“伟大的外行”之著《儒教与道教》里，曾辟士人阶层一章，而其中一节专门论述“君子典范”。他说：“君子意味着出身高贵，功名称世，能达到圆满的自我完善，言论行为堪为经典艺术，世人的楷模，不朽的教谕……”
(5)

 我们且不去理会大师的放言高论，只说士人在扬起君子的风帆、追慕君子的境界时，实际上是把“小人”（草民百姓）当作参照系的。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无非都是就此而言的。明白了何为小人（不一定是坏人，原指卑微之人），也就明白了何为君子，何为士了。

按照余英时的讲法，士在先秦为游士，秦汉以后渐为士大夫。而且，“秦汉以后，人们逐渐把士限定为读书人或从事各种文化事业的人，并进一步将其与农、工、商等职业从事者区别开来，形成当时社会中一个重要的职业”
(6)

 。此时，士已成为文人雅士的通称。如《世说新语》开篇写到东汉末年名士领袖陈蕃时，便说他“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隋唐，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士被纳入一个全新的秩序中，社会地位更加突出。对唐代的文人士子来说，以文学取士的进士科最受尊崇，乃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
(7)

 。五代人王定保的笔记著作《唐摭言》，提供了不少有关唐代科举的遗闻轶事，下引一段文字综述了进士科在唐人心目中的显赫地位：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各地送往京城的举子）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当时只有官员才依其品第而分著青、紫、绯等，平民百姓则非白即黑）。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秦）、张（仪）之辩说，荆（轲）、聂（政）之胆气，仲由（子路）之勇，子房（张良）之筹画，（桑）弘羊之书计，（东）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养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8)



天宝年间的进士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述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为时所尚”（李肇语）的进士第：

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尚书）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相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势，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哗，考功不能御。
(9)



尽管唐代“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
(10)

 ，有唐一代524个宰相中，进士出身的就占了232人，几乎一半。
(11)

 但唐代科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并不在此——毕竟，以三百年之时段而见诸《新唐书》的有名有姓的进士才不过850名
(12)

 ，而在于由此催发了一个以读书仕进为志业的社会阶层——士人。他们中除一小部分人有幸登龙门、取功名、居庙堂之高外，其余大多数都始终滞留民间，终生处江湖之远，成为进退裕如左右世风的活跃势力。此时，士人阶层的正式形成，便使得官方与民间的黑白两造之间，出现了―片色泽不清的灰色地带。其间人士非官非民，而对官方与民间又都联系甚广影响至剧。用冯尔康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的话来说：“科举制下的士人不仅是一个文化群体，而且成为一个候补官员群体。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士人又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她不断从平民中吸收成员，又源源不断地将其成员向官僚队伍中输送。因而她作为一个整体，又对其他阶层、集团的构成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从这一点来讲，科举制下的士人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13)



借助于社会史的考察，我们不妨将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化过程简单化勾勒为：策士（先秦）——儒士（秦汉）——名士（魏晋）——进士（隋唐）——绅士（明清）。不管士人的面貌如何更迭，传统怎样演化，其内在气质与本质属性还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亦即古代说的劳心者，而现代说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士人等同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今中外学人往往视士人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种对士人的界定正是以学为本的，倘若没有学者居于其首，那么不管他的地置得怎么多，官做得怎么大，终究只是一介粗人（土豪武夫之属），而算不得士人。士人之为士人在于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社会的良心”

熟悉西方思想文化的人都知道，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有特殊涵义的，并非泛指一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错，知识分子必须具备某种专业知识或技能，从而得以从事某种劳心的职业，像教师、律师、医生、记者、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等。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那么他仅仅只是个专家，而不能称为知识分子。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还必须对国家、社会以及世间一切公共事务保持普遍而深切的关怀，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及其团体的私利。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内涵主要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强烈的、不由自主的超越精神、启蒙（韦伯曾无理而有趣地解说道：“中国的蒙字象征一头猪在杂草中”
(14)

 ）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力量。所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视之为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维护者。据此，余英时先生指出：

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一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15)



由此看来，仅以社会身份界定士人显然远远不够。士人不独为一种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知识阶层，而且更是“社会的良心”的承担者，或曰中国文化中那个“道统”的承担者。对士人来说，穷与达、显与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失其道。正如孟子所言：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16)



总之，士人的特性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担承精神。纯粹意义上的士，应是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即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17)

 。

自从《谷梁传》中说到“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18)

 ，士便一直被当作四民之首。其实细究起来，士与民并非相容关系，而属对立关系（对立不等于对抗）。以上所述已从不同层面显示了这一士与民分执一端的对立情形，现在我们再从文化这个最棘手而又最切当的关节入手进一步剖析之。

通常，人们不难听到这么一些对举的提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民俗文化与经典文化或用学术话语表述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等等。这些提法本身其实就隐含着士民分殊的意味。邵建先生以当代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畸形膨胀为背景，分析了官方、大众和知识分子三类文化形态，并将三者恰如其分地概括为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来自知识分子的意义形态文化和来自大众的意象形态文化，进而得出结论：“一边消解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颠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意义形态，这就是意象形态力量的双重显示，也是当今文化的世界性大走势。”
(19)

 他的分析在为我们的三驾马车说提供了一个当代范例的同时，也无异于再次凸现了寻常百姓与知识分子的“各行其道”。

对士与民的对立真正给予深刻而透彻解析的，还是继韦伯之后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帕氏在出版于1966年的名作《论知识分子》（On Intellecualls
 ）中，第一次区别了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在他看来：

社会系统，是在行动单位——个人和集体的单位中，为互动的迫切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在另一方面，文化系统则是为符号系统中意义的模式化而组织起来的。
(20)



简单地说，社会系统追求行动，文化系统属望意义。而意义是对行动的规范：

相对于更为通常意义的行动，意义系统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在其重要性上总是规范性的。
(21)



由此出发，帕森斯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这样一种人——“他把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而“那些负有社会责任的角色，倾向于为了社会兴趣而宁可牺牲文化兴趣”
(22)

 。依照这一划分，中国古代习称的四民实际上分属两列，一列是社会系统的“民”，一列则是文化系统的“士”。前者“首先与那些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相联系”
(23)

 ，而后者“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
(24)

 。

帕森斯在划开两大系统后，进而指出文化进程中有两个广泛见于历史的“基本的进步”，一是文字的发展，一是哲学的突破。他说：“只有伴随着书写，文化内容与其由之发源或被运用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分离，才成为可能。……无论如何，书写都能使传统摆脱了对口头交流的依赖，并使之脱离易忘的记忆而‘固定’下来。确实，没有书写，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我们所理解的那一意义的‘历史’那种东西。”
(25)

 帕森斯将文字的发展视为文化系统得以同社会系统“分庭抗礼”的首要条件，与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我们认为，两个系统以及相应的两类传播——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间的一切分殊对立，追根寻源都可归结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正是由于交流方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传播类型的差异，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区别。这实在是个看似寻常却奇崛的道理。拿中国来说——士大夫阶层那种“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的表达法、引经据典以及洗练而纯粹的文字修养”
(26)

 等，还不都是基于汉字及其特性么？无怪乎韦伯要说：“士人的威望并非基于一种由神秘的魔力所构成的神性，而是基于此等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
(27)

 ，“而其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种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
(28)

 。

至于帕森斯“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这一观点，在囯际学界更是引起广泛兴趣。他所说的突破乃指：

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中的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至少是部分各自独立地和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人类环境的宇宙性质的明确的概念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伴随着这一过程，也产生对人类自身及其更大意义的解释。
(29)



按照这一突破理论，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系统中的学术传统与思想体系都是在这一千年中定型的，由此而形成了各自看待自然、社会、历史的理念，并使之凝聚在一套独特的话语之中，文化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这一过程中，圣哲人物的出现及作用尤为重要。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等，都是哲学的突破的代表。一句话，“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
(30)

 。

上述两个基本的进步特别是哲学的突破，带来两个特别显著的后果，而这两个后果又都作用于作为“社会角色范畴”（social role category）的知识分子：

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特别团体的日益增长的显要地位，这些团体由以不同方式在文化事务上形成专门家的社会群体与角色类型组成。
(31)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纯粹文化功能上的精英群体。按诸中国历史，最早的士恰恰是在商周时代亦即哲学的突破发生之际出现的，正如余英时所断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
(32)

 另一个结果，就是教育“在更为精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超越了最简单的门徒制度。特别是在中国，一旦孔教得到了教条的地位和变为官僚资格的前提，其教育的正规学校就被建立了”
(33)

 。当一种文化传统经由文字而发生哲学的突破或曰“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后，教育便仿佛成为程式化批量化地塑造知识分子的母机，“相对纯粹的文化关注之中的专门化过程才趋于结晶出来”
(34)

 。以中国为例，三坟五典之类的经典文本以及大量的注释、考辨、解析等著述，多是出于教育的功能，出于培养“以此道觉此民”（《孟子·万章》下）的士人的需要。

综上所述，无论从社会史考察，还是从文化史辨析，无论是基于士在历代的作为，还是鉴于知识分子在各类传统中的角色，我们在清点传播的遗产时，都不能不把士人单列一项，不能不突破官方/民间的平面格局而确立一种三维空间的架构。如果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到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35)

 ，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是历代士人所期许的志业，那么他们事实上就是以韩愈首倡的“道统”而与官方的政统和民间的传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一事实，足以成为士人传播之独立成列的根本依据，成为“官方·士人·民间”三种传播类型的划分缘由。


 唐代的士

“就中国的盛世与文化的真正创造而言，唐朝的光芒至今仍闪烁不息。唐代首次（公元7世纪）规定了士人的地位，并设立了培养他们的大学。另外又创造了翰林院，即所谓的‘科学院’（Akademǐe，或译研究院）。翰林院首先是编纂史书以了解前贤往事，其次它负责检查皇帝的行为是否符合习俗或道德标准。”
(36)

 韦伯的“外行”话听来固然似是而非，不过唐世士人的地位着实非比以往，士人的形象更是生面别开，其独立性、能动性与自主性都表露得异常鲜明。极而言之，唐代文明的圣火是由这一有声有色的士人群体高擎着簇拥着，大唐盛世的风采更被他们的风流俊爽渲染得光华灿烂、耀眼夺目，不论清流抑或浊流，他们均为有唐一代活灵活现的灵魂，犹如大河上下的波涌浪翻，飞珠溅玉。设非如此，假如唐代的历史星空上没有这般个性鲜明、闪闪烁烁、文采风流、光照千秋的士人，那么不管大唐的武功多么显赫，国力多么强盛，疆域多么辽阔，四夷多么宾服，充其量也不过是另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之世而不免乏味、沉闷、索然无趣。

程蔷与董乃斌先生在《唐代的精神文明》一书中，提出一个颇有启发的见解，即士风是世风的代表，是世俗风气的集中体现。他们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为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
(37)

 概略地说，唐代的世风也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开前后两段，前段承续古风，后段开启新尚。古典文明至盛唐而臻于极致，近世潮流从中唐而渐启端续。古典者，大漠风尘的英雄主义也；近世者，小桥流水的平民主义也。正如费正清等所言：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
(38)



费正清乃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他的见地自非韦伯的隔靴搔痒所能比。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柳诒徵先生在其传世力作《中国文化史》中也写道：

自唐迄宋，变化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者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
(39)



准此则中唐之世也可谓中国历史上之一大变局也（借李鸿章语）。

与此历史演化及社会变迁相对应，唐代的士人风貌也是前后相别，颇异其趣。唐代前期，尤其是“太宗、高宗两朝，国势之盛，旷古无两”（桑原[image: ]
 藏）
(40)

 ，而思想文化更是汇容百川，吞吐万象，形成“集秦汉之雄伟博大、魏晋之飘逸潇洒、天竺之超脱思辨、诸胡之自由强悍”
(41)

 的精神格局，其意气风发、激扬蹈厉的时代风气直如王维一首七律所一气宣泄的：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这首《出塞作》简直就是盛唐气象的精神大写意，浓墨重彩，生龙活虎。身处这样一个闳放、博大、开朗的时代，浸注于这样一种宽松、自信、兼容的氛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怎不腾然高涨，建功立业奋发进取怎不蔚然成风，于是他们对酒当歌，吟唱出一曲曲热血沸腾令后人追慕不已的英雄诗章：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

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刘希夷）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李白）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颀）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

他们“即使有时心头飘过一丝忧郁与怅惘，也往往是青春年华时代对人生与宇宙哲理反复涵咏后，忽然觉悟时的淡淡哀伤”
(42)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一类看似颓唐消沉的咏叹大可不必当真，倒可视之为少年英雄在“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之际故作深沉的表白。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其后绵延二百余年的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古典文明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了，一种新的“更行更远还生”的世风渐渐滋生、弥漫、延展，从而使唐世后期的历史图景全面改观。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认为，“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带。它包括了中唐到北宋这几百年时间，在这过渡带里，思想、学术、习俗等方面的新旧交替，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流程”
(43)

 。与此相应，唐代的士风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士大夫的心态渐由外倾返归内敛，由激昂沉于委顿，由兴奋趋向麻木，由进取转为沉潜，仿佛有一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世纪末情绪在士人中飘来荡去。用葛兆光精彩的描绘来说：

人们再也看不到盛唐时代人那种恢宏阔大、豪爽自信的气魄，而只能看到一种小心翼翼、忍耐克制的心理性格，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生活，再也不是魏晋士大夫那种蔑视一切、裸裎狂饮、神思入冥的超尘脱俗，也不是盛唐时代那种出将入相、铁马金戈式的建功立业或豪侠少年、醇酒美女式的放荡不羁，而是“简而同，肆而恭，衎衎而从容”，以求一种内心宁静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从盛唐的那些“白日”、“黄河”、“天姥”、“岱宗”、“大江”、“戈壁”，一变而为深庭小院式的细琐平易；人们的“好奇”心理——即对陌生的新事物的浓厚兴趣与探究热情——被一种对熟悉的旧事物的依恋心理即“亲切感”所代替；外部世界仿佛都与我无关，人们躲在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用“天理”调整着自己的一切思维、行为，调节着自己的心理平衡。
(44)



特别是当晚唐士人回首前代的荣光、目睹当下的无奈、瞻望前程的迷茫时，自会不由地从心底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名句。不无象征意味且耐人寻味的是，乐游原恰为盛唐时代长安士女郊游踏青赏花饮酒的胜地，“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满路”
(45)

 。而如今胜景不再，人去原空，乐游原无乐无游，一片荒凉，只有一位诗人孤寂的背影消融于落日的余晖，夕阳残照。

关于唐代前后期士风的变异，前人多所论及，我们也不必去一一考稽往史，这里只想举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载两位诗人的行迹，从中便不难察觉这一士风的流变，察觉古典精神向近世情趣的嬗替。这两位诗人一位是前期的王之焕，一位是后期的王涣：

（王）之涣，蓟门人，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后折节工文，十年名誉日振。耻困场屋（科举考场），遂交谒名公。为诗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曾经）共诣旗亭（酒店）。有梨园名部（名艺人）继至。（王）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高）适一绝句。（王）之涣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涣词。三子大笑。（王之涣）曰：“田舍奴（求田问舍的乡巴佬），吾岂妄哉！”诸伶皆不谕其故，（弄明就里后）拜曰：“肉眼不识泰山。”三子（指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前文提及的畅当显系误入）从之酣醉终日。其狂放如此云。
(46)



这段趣闻，就是为人所乐道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此事在唐人薛用弱《集异记》里有更为详尽而生动的记述。在这段轶事中，盛唐士人那种疏狂放达胸胆开张的形貌气质，简直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而当镜头由此转向晚唐的王涣时，轰轰烈烈的燕赵悲歌便一下化为呢呢喃喃的姑苏小唱了：

（王）涣工诗，情极婉丽。常为《惆怅诗》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怀感怨者——崔氏莺莺、汉武李夫人、陈乐昌主、绿珠、张丽华、王明君，及苏武、刘、阮辈事成篇，哀伤媚妩。如“谢家池塘花笼月，萧寺房廊竹飐风。夜半酒醒凭槛立，所思多在别离中”，又“梦里分明入汉宫，觉来灯背锦屏空。紫台月落关山晓，肠断君王信画工”等，皆绝唱，脍炙士林。在晚唐诗人中，霄壤不侔矣。
(47)



文中的“脍炙士林”一语，尤堪留意。它表明王涣的“惆怅”不独为个人的心绪，也是士大夫共同的隐衷，因而才产生普遍的共鸣。

《诗品》的作者、晚唐时人司空图在一封《与王驾评诗书》的信里，有一段精炼勾勒唐代诗风演化线索的文字，而这段文字也等于传神地显现出唐代士风的迁转：

国初雅风特盛，沈（佺期）、宋（之问）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王昌龄），宏思至李杜极矣。右丞（王维）、苏州（韦应物），趣味澄复，若清流之贯远。

（中唐）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稹）白（居易）力勍（强劲）而气孱，乃都市之豪估（巨商富贾）耳。刘梦得（刘禹锡）、杨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贾岛）、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

（晚唐）厥后所闻，徒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
(48)



这就是典型的唐代士人及士风，由此而构成了唐代士人传播的行为主体。


 唐代的士人传播

我们所谓的唐代士人，实际上包含着泛指与确指两层意思。从泛指的层面讲，指所有以读书为业的文化人，其中既有布衣，也有官宦，既有处士，也有显达，亦即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从确指的层面讲，主要指开科取士之士，亦即唐人说的“士子”、“举人”。他们又可细分为三类：一是已经科举及第的进士、明经等；二是获得应试资格的贡举人——包括国子监保送参加考试的国子明经、国子进士和各州每年选拔的乡贡明经、乡贡进士等
(49)

 ；三是尚未获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般读书人。三者人数依次呈大幅度递增之势。有幸中举的从来都是极少数，“进士录取人数每年不过二三十人”
(50)

 。前来应试的贡举人数目则已相当可观，如杜佑说：“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
(51)

 ，赵匡也说：“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
(52)

 。至于埋头苦读而准备参加各种预选以争取应试资格的士人，则多得难以全面统计了。这三方相加，便是我们确指的唐代士人。这里之所以要用科场的标尺来界定唐代士人，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一切“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
(53)

 来说，不管趋之若鹜还是不屑一顾，事实上他们都直接间接地被卷入科举制度的人生游涡，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科场功名的社会磁场，即使真的清高自守满不在乎，内心也不能不受这套机制的挤压。贞观初，唐太宗有一次微服私行，看到鱼贯而出的新科进士而露得意之色，欣欣然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箭能射及的范围，喻牢笼、圈套）矣！”
(54)

 此言看似大话而实则一点也不夸张。天下的士人确实被始于隋而兴于唐的开科取士制度一网打尽了。

明确了唐代士人的概念，士人传播的含义也就容易说明了。它无非是指发生于士人中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流通。此类交流包罗广泛，其中新闻传播只是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由于士人处于上通官方下联民间的社会位置，更由于他们在制约信息影响舆论上的传播能量，他们的一切交往行为便自然构成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方面。至于唐代的士人传播具有怎样一种面貌？它由哪些要素所构成？形成何种特色？产生何种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达史上处于什么位置？等等。这些都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先总论，再分论，先全面踏勘，再重点钻探。

在唐代，士人传播主要借助于语言与文字。前者的作用体现在交友、远游、拜谒等活动中，后者的功能展示于通信、题诗、著述等行为上。前者属直接的信息交往，后者为间接的人际传播。士人间的直接交往虽然也有别于草民百姓，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一类的雅事，就不是普通民众所能企及；但是，用语言交流信息的实质则对士民并无二致。然而，士人间通过文字的间接沟通，就与普通民众无缘了，士人传播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它的种种功能与特征说到底都源于文字这个似乎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东西。

士人传播的内容，一般不外乎经籍、诗文、政事与时务四个方面，即隋文帝所说的“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和隋炀帝所说的“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
(55)

 之属。其中，政事与时务多属新闻，与现实密切相关。余英时先生曾指出，“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人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
(56)

 。所谓社会良心，既指他们的超越性追求，更指他们对国计民瘼的入世性承担。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于歌诗，播诸人口，往往便成为舆论的焦点。正如白居易在一封致元稹的书信中，谈及自己的诗歌广为流传毁誉不一的情形：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说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呜呼！……（岂）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

…………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四川达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57)



同为人际传播，士人的交往相对于官方与民间就享有更大的言论空间和自由度，后者一则受制于谨言慎行的自律，一则受制于无权无势的他律。因而，士人间的消息传布、信息流通就显得异常活跃，凡事经过士人一传总能引起朝野关注的轰动效应，所谓“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遍天下”
(58)

 ，在士人传播中毫不稀奇。被当成不掩人善的典故“说项”，就颇能说明问题。据《尚书故实》记载：

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项斯）名振，遂登高科也。
(59)



另据《唐摭言》，牛僧孺始举进士，尚未知名，以诗文拜谒当时文坛巨擘韩愈、皇甫湜，得二公赏识，意欲提携。于是，某日他俩乘其外出不备，故意登门造访，在门上大书“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几个字。第二天，京城名士纷至沓来，竞相观看，此事迅速传播开来，牛僧孺名声大噪。
(60)

 也许，最说明问题的还是下面这出陈子昂导演的悲喜剧：

（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器乃）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yú，共同抬东西）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61)



士人传播的效力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足以代表士人传播及特性的还不是口耳相传，而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信息扩散。在唐代的士人看来，像当今消息、通讯、评论之类的新闻报道是不可思议的。一来根本不允许写，二来即使写了也无处刊登，三来就算登了也没有多少人看得懂，除了士人之外。但这并不等于当时的士人不能借助文字传布新闻，扩散信息。事实上，在唐代士人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大量类似新闻报道的文字。这类文字传统上或被划入文学，或被归于历史。这固然无可非议。但从当代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它们又未始不是新闻传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形式构成。宁树藩先生在分析新闻文体的形成与发展时写到：

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把它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是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的。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
(62)



这一论断适用于现代，同样也适用于古代。


 歌诗合为事而作

概括地讲，唐代士人的“文笔”即传递各类信息的独特手段，大致分为三个系列：一是文章，如书信，二是诗歌，三是著述，如笔记。文章和著述，就传播对象而言还是着意于士人自身，传播范围毕竟有限。而诗歌则不同，它是一开放的领域，面向整个社会，所谓“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
(63)

 。台湾朱传誉先生有一观点：“口头传播是最早的传播方式之一，韵文则是为了便于口传的最早的传播技术。”
(64)

 的确，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开始，韵文在我国传播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清代学人、《唐诗别裁》的编著者沈德潜为了考稽唐诗的源流，曾将先秦至隋代的“韵文”名作编成一本《古诗源》。古诗者，是与讲究诗律的近体诗相对而言的。在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典籍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历代诗歌的名篇佳句，还能挖掘出不少新闻报道的断简残编。如《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无异于报道了匈奴战败后的悲苦境况。再如《吴谣》“曲有误，周郎顾”，好似一则短小有趣的花絮，说的是周瑜精通音律，一旦演奏有误，即使他正与人高谈阔论，也会不自觉地回头扫一眼。至于像《陌上桑》、《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就更如用韵文写成的通讯报道了。梁实秋在一篇散文中，曾回忆乃师梁启超当年讲解《古诗源·箜篌引》一诗的动情场面。而《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讲述的正是一则令人心痛神伤的社会新闻：

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狂夫）遂坠河而死，妻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名曰《箜篌引》。
(65)



此情此景此新闻，经过“中国近现代史上名气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大师梁启超”（方汉奇语）的生动演绎，给当年的清华学子梁实秋留下难忘印象：“这四句十六个字，经他一朗颂，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演讲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到了唐代，歌诗之作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众所周知，唐代是个诗歌遍地开花全面繁荣的黄金时期，诗歌的数量之多、作者之众、传布之广、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据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统计，有唐一代计有作者3600余人，存诗55000首。这肯定是远不完整的数字。因为，“诗歌创作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不但帝王和高级官僚参与其中，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乃至和尚、道士、妓女等各种身份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们，也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
(66)

 。其间，必有大量作者的不少作品在流传中或流传前就已遗失。唐诗除了数量多质量高之外，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无所不包，完全像一部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

唐代诗人，本身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更为曲折丰富，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涉社会、干涉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就显著扩展了。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
(67)



我们不应把唐代诗人理解为现代意义上专门以写诗为业的艺术家，而应看到对唐人尤其是唐代士人来说，吟诗做歌乃属必不可少的人生内容，就像牧人天天骑马一样的不足为奇。

鉴于诗歌在唐人生活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情形，我们几乎可把士人传播简单地概括为“诗传”。从包罗万象、无孔不入的意义上讲，唐代的诗传与现代的媒介倒是不无相似，即都像空气一般浸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社会的起承转合。关于唐代的诗传之效，用不着长篇大论，只需随意举上几例就足够了。据晚唐士人段成式，在其笔记著作《酉阳杂俎》中记载：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扎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他）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68)



一个下层杂役之人居然因为酷爱白居易的诗，把全身上下刺得体无完肤，刻满诗句，可见唐诗是如何深入人心。这位荆州街子的痴迷丝毫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再看一例：

唐末，有宜春人王毂者，以歌诗擅名于时。尝作《玉树曲》，云“……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讽刺陈后主）。此词大播于人口。（王）毂未（及）第时，尝于市廛中忽见同人被无赖辈殴打。毂（上）前救之，扬声曰：“莫无礼，识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者。”无赖辈闻之，敛衽惭谢而退。
(69)



提到诗人诗作，连地痞流氓都晓得都敬畏，表明唐代的歌诗直如现代的流行歌曲似的深入人心。至于下面这首郑愚的戏谑之作《拟权龙褒体赠鄠县李令及寄朝右》，甚至使一个县令都为之免官：

鄠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
(70)



这不是颇有舆论监督的意味么？此诗题目中的权龙褒，在中宗朝当过瀛州刺史，他的诗多打油之作，不过《初到沧州呈州官》倒不失为一条意含针砭现实的“现场短新闻”：“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
(71)



诗传的领域浩如烟海，即使仅梳理新闻传播一隅也觉得恒河沙数几无可能。好在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展示唐人诗传中的新闻作品，而只是通过提示此一现象来说明士人传播的内蕴与特征，说明唐代士人主要借助歌诗这一大众化手段面向社会传播新闻信息的事实。不用说，这类歌诗中的典型莫过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等历来为人称道的新乐府作品。从传播的立意看，这些作品本属“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原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就是说是有意反映现实问题、揭露社会弊端、记述民生疾苦的。从传播的过程看，“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此处白居易专门提到“核而实”，说明新乐府确是有真凭实据的，经得起核实。“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唐才子传》卷6）最后，从传播的效果看，更是显而易见不待多言，就像人们常引的元稹一段话里说到的：“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更有甚者，朝鲜半岛上的鸡林国商人“求市（买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

如果把白居易的新乐府视为新闻作品，那么其中人物新闻、事件新闻、综合新闻、特写、花絮、述评等各类新闻体裁几乎无不兼备。以人物为主的，可以举出人所熟知的《卖炭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等。《新丰折臂翁》中的老人当年为逃避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千古之下来仍感到触目惊心。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一生如此悲惨，而却深自庆幸“一肢虽废一身全”，这怎不使人愈发心痛。

白诗中属事件新闻类的《捕蝗》、《大水》、《买花》、《道州民》等，都宛若一篇篇立意深刻以小见大的新闻力作。像《买花》中那位田舍翁的感叹之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至今仍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而像《道州民》里写到的以侏儒进贡的残忍事件，就不是一般官方报道如正史所能透露的了：

道州（今湖南道县）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

综合新闻类的代表作，以《伤宅》、《重赋》、《立碑》、《缭绫》等较为知名。《伤宅》中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与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达到了同样的现实主义深度。《重赋》一篇，更是全面反映了底层民众所受的盘剥与勒索，有细节有概括，有问题有分析，不愧为一篇佳作：

国家定两税（指中唐后实施的两税法），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指宫廷库房），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新闻特写，当以《轻肥》和《宿紫阁山北村》为典范。两诗都鲜明生动地刻画了骄纵跋扈的内臣即宦官形象，给中唐以后不可一世的宦官群体勾画出传神的一笔。在《轻肥》中，他先写“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的内臣如何得意洋洋走马赴宴，又如何“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而最后以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戛然而止，使作品的意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一下凸现出来，从而获得极富心灵震撼的传播效果。至于《宿紫阁山北村》，就更像是一幅短小精粹言简意赅的新闻素描：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飱。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暴卒们）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宦官掌管的禁军）。主人慎勿语，中尉（神策军统帅）正承恩。

与以上严肃沉重的新闻相比，可当社会新闻观之的《时世妆》一篇读来就轻松多了，犹如一则新闻花絮：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笔调中流露出戏谑的味道。倘将“乌膏注唇唇似泥”同当代某种时尚联系起来读，可能就更有味道了。

白居易这些犹如新闻报道的乐府歌诗，不仅内容上以反映时事为主，而且形式上也往往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等新闻作品要素包括齐全。如《春雪》一开始交代时间：“元和岁在卯（辛卯），六年（元和六年即811年）春二月。月晦（月份的最后一天）寒食天，天阴夜飞雪。”《村居苦寒》一诗更像以导语开篇：“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新闻诗作中有的简直就如同独家报道，使我们不免对其新闻来源产生好奇，像下面这首《缚戎人》：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三十里）。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在吐鲁番），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自云乡贯（籍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失陷于吐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我）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
(72)



这位早年不幸没入吐蕃的汉民，不惜抛却胡中的妻儿历尽艰险也要返回故土，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当他如见救星似地迎向“国军”时，竟被当成吐蕃俘虏，不由分说地缚捆起来，成了爹不亲娘不要的多余人。怨不得他最后悲诉道“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他的遭遇与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到的那位烽子的经历有些相似，不过烽子最终总算回到故乡，见到家人，而他却被当成胡虏而发配东南去服苦役。这则新闻的价值不言而喻，用行话讲应算一条大活鱼，问题是白居易从哪儿获得这一新闻线索的呢？这一独家报道是怎么产生的？想来应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吧。不论怎样，这类独家新闻至少表明了士人传播的独特价值，显示了士人传播的独特作用。

本章开篇处曾提到官方/士人/民间三类传播的关系。通过对唐代士人传播特别是诗传一项的解剖，我们又具体感触到这一关系的绞缠重叠。比如白居易写新乐府的实际身份就是官员，而他的诗作流传的范围又遍及民间，也就是说横跨了官方、士人与民间三个传播领域。其实，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繁复情形并不少见，对此应给以充分的强调。记不清是哪位现代艺术大师，在回答有关艺术是否有章法之类的问题时，说过一句简明扼要的至理名言：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官方、士人、民间”三类传播，也是属于大体而非定体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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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士人传播——分论（上）

士人传播的内容涉及广泛，而士人传播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张九龄年轻时曾用信鸽向亲朋好友传递书信
(1)

 ，这种手段在当时应属最先进的，而张九龄也就成为史籍所载的第一位与信鸽传信相关联的中国人。
(2)

 再如晚唐逸士唐求：

放旷疏逸，出处悠然，人多不识。方外物表，是所游心也。酷耽吟调，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所行览不出二百里间，无秋毫世虑之想。有所得，即将稿捻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短长，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绵江，望而祝曰：“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扁舟接之，得诗数十篇。（唐）求初未尝示人，至是方竞传，今行于世。
(3)



这一几近打水漂的传播方式，不仅新颖别致，而且独一无二。幸亏唐求的诗瓢未被江水打翻，否则他的苦心就难为世人所知了。说到士人风雅的传播方式，不能不提到流传甚广的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唐世的三百余年间，共有三位宫女与三位士人之间发生过此类浪漫情事
(4)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顾况一例：

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春风取次行。”
(5)



不过，以上这些传播轶闻只可供谈资而不足为通例。那么，唐代士人传播的通例是什么呢？或者说，唐代士人用于传播包括新闻传播的常规方式是什么呢？举其要者，不外乎通信、著述和题诗。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士人，总是同舞文弄墨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中写文章一项又属基本功。作为士人，可以像创下生吞活剥典故的张怀庆那样不会作诗填词，也可以不必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不朽著作，但总不能不经常提笔写一些泛称为文章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通信是最普通、最常用、最便利的传播信息的体裁，这与最早的媒体——新闻信的情形如出一辙。其实，所谓新闻信，本身就是书信之一种，就是从书信中演变来的。只不过一般书信传播的信息包罗广泛，而新闻信则专以传播新闻信息即具有时效性的信息为主。

在交通问题严重制约着人们交往活动的时代，通信自然成为普通人尤其是士人间交流情况、通报时事的惯用手段。唐代的交通虽说极为发达，但比诸今天的汽车、火车、飞机来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朝廷对不论何种形式的交往活动总是持有戒心，处处予以限制。举例来说，根据似乎是常识的印象，唐人出门远行应为一桩很随意、很自由、很潇洒的事情，好像“打起背包就出发”似的，无牵无挂，无遮无拦，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贞观政要》提到贞观之治时不是说“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
(6)

 么？杜佑在其《通典》中描绘开元之治时，不是也说东南西北各处无不“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7)

 么？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不错，行旅一旦上路是很舒适方便，问题是从家居到上路这个过程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好比如今许多想挤出国门托身异域的人，一旦拿到护照签证自然便径直投奔他乡了，然而要想拿到护照签证却往往颇费周折。如今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只针对进出国门的旅人，而在唐代这类手续却是针对任何想出远门的行人，除了由官方给驿发传的差人之外。当然，那时不叫护照签证，而叫过所。

什么是过所呢？过所就是一种旅行凭证。常人出行都必须先向相应机构申请过所，经过批准获得这一由官方签发的通行证明，然后才能启程。另外，持证人必须按过所上指定的线路行走，而且每到关津隘口还得交验过所。如果不按这套程序行事而私自上路，发现后就将按“偷渡”论处。据《唐六典》：“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
(8)

 又据《唐律·卫禁律》：“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
(9)

 《唐律疏议》对此条的解释是：“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
(10)

 关于过所的详情，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叙述得很清楚。他写道：

据《唐六典》的记载，唐代的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发给。尚书省主管过所事务的是刑部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由刑部司门司主判，都官司都官郎中或员外郎判依（审核同判）。在地方，由户曹参军主判，谘议参军等判依。唐人向中央或地方请给过所，大概是缮写二通，一份是正本，由官员加盖官印，发给请过所本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样，也都要经过判官、通判官签名，由刑部司门司或都督府州户曹归档保存。

…………

请示发给过所，必须由申请人备具牒文，按照规定逐一说明各种有关事项，诸如外出原因，人数，身份，年龄，以至奴婢来源，牲畜的毛色口齿，必要时还得附交买婢券等有关证件。负责审查的官员对此也得一一核实，有关的审批人员都要一一签名。……这种严格的审批和检查制度，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但是过所制度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走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对于保障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
(11)



9世纪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在西渡唐朝取经求法的十年中，写下了一本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第一手材料。里面记述他的南下北上西进东出的漫游行程时，就不时提到每到一地呈递文牍申请过关“签证”等手续的细节，并如实记载下一些此类通行凭证的官方原件，给人以不胜其烦的印象。有时为等候某地官署的批复，他不得不耐着性子滞留盘桓多日，不得不一次次地候着人家上班时去打听。那次第同当下催问护照签证所需忍受的煎熬实无二致。尽管作为外籍人士，圆仁的出行自然会比大唐本土人受到更严格的“盘查”与限制，但从他的记述中我们也可想见唐代一般人出门之不易。在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潇洒之行中，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系列并不轻松的内容。下面一则他的故事虽以喜剧结束，但也透露出常人在外难免受制的真情：

（李）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县）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李）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容尚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12)



既然出行如此不易，手续如此繁难，既然直接的亲身的交往阻碍重重（如交通、手续等），那么通信作为交往的替代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在日常的、一般的传播活动中，信件往往就是相距遥远天各一方的人们特别是士人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与口头传播一同构成信息扩散的两大渠道。倘若我们能像参观微缩景观一样地俯视唐人其实也是所有古人的传播活动，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信息之流总是经由这两大相交的渠道而向四面八方渗透、扩散、蔓延。推而言之，唐代各衙门之间大量往还的文书从实质上讲也可说是书信的变种。说到底，书信无非是点与点或点对点的远距离传播。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等于概括了书传与口传这两种古人常用的传播手段。

作为人际交往之重要工具的书信，传统上通称“尺牍”。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指出，尺牍一词最早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13)

 牍，是古人书写用的木简，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故称尺牍。与之同义的，尚有“尺书”，如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里的“雁门迢递尺书稀”；“尺素”，如张九龄《当涂界寄裴宣州》中的“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等。其中以尺素代指书信源于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至于书信一语的出现及词义流转，则如邓绍基先生所述：

与“尺牍”一语相比，“书信”之称远在其后，大致是在南北朝时代。《艺文类聚》引《述异记》所记陆机事迹有云：“（陆）机羁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曰：‘吾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这则有趣的故事，自唐以来，成为诗歌中的典事，即所谓“犬书”。陆机是西晋人。据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所作考证，“晋人书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臣也”。如果证之以《世说新语》，程说当可信。《世说新语·文学》记郑冲嘱咐阮籍写《劝进文》，先叙“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后记阮籍在醉中写毕，“乃写付使”。可见，“信”即“使”。因此，《述异记》载陆机所说“书信”，当是谓信使递书，不同于今人“书信”涵义。
(14)



也就是说，信的本义原是指传信的人，如“信使”一词最初乃属同义反复。后来，信的含义才从传信的使者转为所传的信息，如“通风报信”。而“到了唐代，‘书信’一语就接近今人所说的‘书信’的涵义了”
(15)

 。如元稹《酬乐天叹穷愁》一诗写到：“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总括起来，就书信这一传播手段而言，尺牍是较为正规的称呼，书信在古代尚属较为罕见的叫法，而单称“书”则更为普遍，书的别称如“启”、“牍”、“简”、“札”也时常可见。

书信用于传播并非士人的专利，一般民众也每以书信遥通款曲，特别是旷夫怨女更视书信为相依为命的精神纽带。常言道“见信如见人”，《颜氏家训·杂艺》中引的江南俗谚也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这些都表明书信对于两地之人的独特意义。在“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
(16)

 之后，书信自然成为普通百姓通报音讯寄托亲情的媒介了。“征人去日殷勤属，归雁来时数寄书”——这是望信者的相通心情
(17)

 ；“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这是寄信者的共有苦衷
(18)

 ；于是，结果常常是“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19)

 。晚唐诗人王驾的妻子陈玉兰，就此曾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七绝：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20)



不过，百姓的家书由于内容不出家长里短，故可为亲者道，不足为外人言，新闻传播上的意义并不大。客观地讲，它的真正价值在于社会史、民俗史而不在于传播史、新闻史。至于士人的书信，则有所不同。尽管作为私人间的一种交往手段，它仍不失其个性化的一面，用刘勰的话讲：“所以散悒陶，咏风采，固宜条畅以任气，优游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文心雕龙·书记》）但基于知识分子超越性的担承，士人的书信无论叙事谈心往往会带出普遍性的蕴含，使人可以借以知人论世。如唐代的一位虔州刺史李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
(21)

 闻者以为知言。倘若他的信中没有这层内容而只是家常话，那么当时既不可能流传开来，后来也不可能被李肇记入其书。

从流传下来的唐代士人书信看，内容或论圣道、或谈学术、或叙游历、或辩诗文，像韩愈的《答李翱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柳宗元的《与友人论为文书》、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等，都属传世名作。以白居易致元稹的《与元九书》为例，里面就谈到了士大夫的人生理想：

微之（元稹的字），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22)



大历年间的名士朱湾，曾干谒潮州刺史崔侃，受到冷遇，临别留下一封书信，抒发了一通文人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清高：

（朱）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image: ]
 滉而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鱼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
(23)



除此之外，他们在书信中自会不可避免地时常谈及政局演化、国运兴衰、人事更替、世道变迁等社会性内容。而这部分内容不仅更加真实、具体，而且更具史料价值，换言之在当时看来也就是更具新闻价值。如果说士人书信中的个性化内容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24)

 ，那么其社会性内容则可谓时事的注释了。像下面韩愈的这段有名的书信《与鄂州柳中丞书》文字，不是对唐代中叶牵动甚广的淮西之乱所做的绝妙概括与说明么：

比常念淮右（即淮西）以靡弊困顿三州之地，蚊蚋蚁虫之聚，感凶竖（指叛将吴元济）煦濡饮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为师；出死力以抗逆明诏，战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烧县邑，贼杀无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颖、淮、江（等州），为之骚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劳于图议，握兵之将，熊罴豹虎之士畏懦蹙缩，莫肯杖戈为士卒前行者。

关于唐人的书信传播，有一点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以诗为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如贾岛的《卧病走笔酬韩愈书问》：“一卧三四旬，数书惟独君。愿为出海月，不作归山云。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欲知强健否，病鹤未离群。”这无疑是由唐诗的普及所导致的连带效应。追源溯流，最早的“诗书”大概要推卓文君致司马相如的《白头吟》了。其“朱弦啮，明镜缺，朝露晞，芳菲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毋念妾！锦水汤汤，与君永决”的哀怨缠绵，俨然为后世以诗为书的传播定下了相思的主题和悲苦的情调。比如，唐人南楚材的发妻薛媛能诗善画，得知丈夫欲学当年司马相如移情别恋，便照着镜子画了一幅自画像，然后为诗寄之：“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寒。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来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付展画图看。”于是，“（南）楚材大惭，遂归偕老”
(25)

 。再如，“欧阳詹游太原，悦一妓，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欧阳）詹，绝笔而逝”，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
(26)

 下面这段紫燕传书的故事，就更富传奇色彩了：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名叫）绍兰，适巨商任宗。（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绍）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任）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
(27)



后来，大历时人文茂的妻子晃采也仿此例，以家养的白鹤给丈夫寄去了《雨中忆夫》的诗简：

（晁）采家畜一白鹤，名素素。一日雨中，忽忆其夫，谓鹤曰：“昔王母青鸾，绍兰紫燕，皆能寄书远达。汝独不能乎？”鹤延颈向（晁）采，若受命状。采即援笔直书二绝，系于鹤足，竟致其夫。
(28)



在士人作品占了绝大多数的唐诗中，这类寄远书怀、酬唱应答的诗简俯拾皆是。据实而言，它们更多的还是诗而不是书（信）。不过，也应指出其中确实不乏纯粹的书信之作。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明确表示就是以诗代书的。他的《江楼夕望招客》从立意到章法，都酷似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也是先尽情描绘一通此间景物如何美不胜收，末了再点出邀约朋友同来一游的心意：“能就江楼销暑否？比君茅舍较清凉。”
(29)

 至若杜甫的《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一诗，就更是一封实实在在的邀请信了，因而诗里写道：“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
(30)

 后世郭敏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实为这一传统的延续：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31)



在士大夫的传播活动中，书信属于常备之要目，犹如居家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书信之为物，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讯息（message）又是媒介（media）。当它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和传播媒介时，只是起着信息渠道（channel）的作用，至于渠道里流通的通信内容则另当别论。比如，那内容既可以是书牍，也可以是诗简，还可以是纯粹的诗文。唐诗中大量的“见寄”、“酬答”之作多需借助书信这一传播手段才可寄可答。唐代士子多有“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
(32)

 的雅事，而这里的传播就包括经由书信渠道的传播。


 史统散而小说兴

唐代文士之盛，旷古莫比。据推算，“唐代进士科考生当在五万人左右，明经科考生当在三千余人，加上制科（即不经主考部门而由皇帝亲诏临时举行的科举考试），总计考生不少于五万五千余人”
(33)

 。诚如吴枫先生所言：“这是一个可观的文化知识层，既能著书立说，又能传播文化。”
(34)

 且不论现存的五万首唐诗和近两万两千篇唐文，“仅两《唐书》著录的唐人文集就有六百三十余种，而流传至今的尚有二百四十余种”
(35)

 。在如此宏富的文字中，有一类规模可观的著述特别富有新闻传播的意味，而以往总被忽略。这就是与正史相对的杂史，亦即《唐国史补》的作者李肇所说的“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笔谈”之类的随笔之作。
(36)



历史与新闻的亲缘关系，我们在论刘知几的传播观时已经做过专门阐述。最近发现的一篇李大钊先生的重要佚文《报与史》，又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史的要义有三：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而“此三义者，于史为要，于报亦何独不然”。他说：

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所纪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记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
(37)



这里谈到的新闻记者的职分，与唐代士人在撰写杂史时的角色可谓一脉相通；而记者笔下的片片段段、一鳞一爪，又与笔记小说之类的杂史著述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记者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而士人是一种社会化的身份；记者的报道着眼于当下的播扬，而士人的著述着意于后世的流传。

中国文化向称史官文化，“中国古代史外无学”（梁启超），章学诚的一句“六经皆史”差不多等于给五千年的史官文化盖棺定论。从唐代开始，史学正式分为官修与私撰两途。官修的为正史，即《隋书·经籍志》说的“世有著述，皆拟班（固）、（司）马（迁），以为正史”之谓；私撰的属杂史，即《新唐书·艺文志》说的“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之谓。杂史著作通称为笔记小说，或简称为笔记。笔记，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讲，“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笔记’，就是随笔记录。……尽管不一定用笔记这个名称，内容则是一样的。一个读书人有所感，有所见，读书有点心得，皆随笔记下”
(38)

 ，这就是笔记。

一方面，笔记小说是中国文史不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南朝时期文笔分家的结晶，即吴枫先生所概括的：

由于南北朝崇尚骈俪之文，一般人称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为“文”，称信笔记录的散体文章为“笔”。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以后人总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之“笔记”。
(39)



私撰杂史或曰笔记小说兴于唐代中叶。据《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元年（860）胡三省注云：“自至德（唐肃宗年号）以来，浙东盗起者再，袁晁、裘甫（相距百年的中晚唐义军领袖）是也。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袁晁之难，张伯仪平之，《通鉴》所书，数语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鉴》书之，视张伯仪平袁晁为详。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后，纪事者不无张大。《通鉴》因其文而序之，弗觉其烦耳。《容斋随笔》曰：‘《通鉴》书讨裘甫事用《平剡录》，盖亦有见于此。《考异》（《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辨订唐事者居大半也，亦以唐私史之多也。’”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也指出：“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指南北朝时代的北周），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其原因故与唐代立国史馆，禁止个人私撰正史
(40)

 ，从而逼使文人对时事与历史的兴趣另寻出路这一境况有关；而根本上则恐怕还是同唐代中叶后社会发展的转型这一背景相涉。如果我们承认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开始从古典向近世过渡，那么唐宋笔记的勃然兴起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在我们看来，它与唐代中后期开始萌芽的新闻事业乃属同一种历史浪潮的涌动。它既显示着人们对外界事态的关切与好奇，又表明社会信息的涌涨与横溢。唐初孙处玄所深憾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的状况，至此随笔之作的兴盛而大为改观。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写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颜师古引如淳注稗官之稗：“细米为稗。街说巷语，其细碎之言也。”《隋书·经籍志》径直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下的提要则立足于正史写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实，这些意含鄙薄的文字不过是显示了笔记小说的最大特点——杂。这个杂字，既指内容繁杂，又指真伪驳杂。关于内容之杂，明代胡应麟曾做过六类划分：志怪（如《酉阳杂俎》）、传奇（如《崔莺莺传》）、杂录（如《唐语林》）、丛谈（如《容斋随笔》）、辨订和箴规。
(41)

 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笔记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刘叶秋先生则从中区分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订辨证三类，并指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历代笔记概述》）。

至于笔记的真伪杂糅，则是其先天性痼疾。归纳起来，其因有三：一是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道听途说辗转流传的事情难免走样；二是即便亲见亲闻也不能确保真实无误，现代的大量实证研究早已证实“百闻不如一见”的经验之不可靠；三是作者的主观好恶会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真。傅斯年与陈寅恪都曾谈到，正史难免失之讳饰，而私史又容易流于诬妄。
(42)

 周勋初先生据此而将笔记小说的性质定在文史之间：“说它是文吧，记的都是史实；说它是史吧，却又有文的特点，如夸张、渲染，甚至想象、虚构等”
(43)

 。换成新闻学的术语，也就是说它介于纯粹的新闻报道与纪实的文学作品之间吧。

尽管如此，笔记小说在新闻传播上的意义仍然不容忽略。且不说陈寅恪提出的、可与具象之真实相对的“通性之真实”，也不论钱锺书挑明的、存在于正史中的许多“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匠。此处皆当与小说、院本中对白等类”
(44)

 之属，仅就笔记小说中记录的大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世态民情、社会时尚、历史琐闻、人物事迹而言，仅就它多属时人记时事、耳目所接皆为一手资料而论，它的新闻传播意味已足可称道。当我们翻开唐代的笔记小说比如宋人集纳的《太平广记》时，不是比读起新旧《唐书》来更真切更实在地进入了当时的时空氛围么？我们不是明显感到，正史仅为历史著述而笔记却多是一篇篇生动的新闻作品么？无怪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要“遍阅旧史，旁采小说”
(45)

 ，还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46)

 。无怪乎洪迈在称道司马光修唐纪博采杂史的做法后特意说道：“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47)

 王鸣盛在比较欧阳修“喜采小说”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多本实录”的《旧五代史》后也说：“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
(48)

 总之，杂史、传记、小说、故事乃至传奇等笔记之作，尽管未必全都客观、真实、公允，但整体上无疑是对当时历史的生动写照，是对当时社会的如实反映和对当时心态的本身流露，用《南部新书》序中的话来说：

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唐代的笔记小说承续魏晋遗韵而大畅其风，至中唐以后更是蔚为大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好，“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笔记小说的数量，“仅据书志目录和《太平广记》诸书著录记载，约有二百七十种左右（其中极少数属于隋、五代时期作品），保存至今者尚有一百六十五种左右，其中作为专集形式传至今日者约有四十余种，余者多属残本、辑佚本以及敦煌残卷。这些作品散见于《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五朝小说》、《稗海》、《类说》、《古今说海》、《笔记小说大观》、《顾氏文房小说》以及《香艳丛书》、《藕香零拾》、《琳琅密室》、《啸园丛书》、《学津讨原》等丛书”
(49)

 。这些文人撰述，内容广博，丰富多彩，天上人间古往今来“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明代李云鹄称《酉阳杂俎》语）
(50)

 。将它们展开来，简直就是一幅有声有色的唐代风情画，一部林林总总的新闻大世界。其传播的意图即广见闻、传播的内容即求新奇、传播的手段即仿文史等，都属新闻事业发轫阶段的典型征候。

前面在论述唐代的官方新闻传播时，我们曾依据中唐以后日见其多的新闻信——进奏院状报，而将中国新闻事业的萌发期大致定在中晚唐。如果说这一论断当时还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哲学的直感，那么现在通过解剖唐代文人笔记我们的认识便获得更坚实的物证。以往，说起笔记来人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其内容，而对笔记的缘起与脉络也只是从文体的演化方面考察。这一由来已久的共识自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是，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笔记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在中唐前后或者说与《开元杂报》几乎平行的时期勃然兴起呢？笔记之兴起于唐宋仅属随机的发展与无谓的巧合么？显然不是。当人们说起唐宋笔记以及明清笔记时觉得就像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般的自然正常，而若说魏晋笔记就会觉得有点反常，尽管北朝有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南朝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倘说两汉笔记已感莫名其妙，虽说应邵的《风俗通义》已具笔记性质，至于先秦笔记更是闻所未闻了。如果沿着新闻传播活动演进的轨迹踏勘，我们会明显看出唐代中叶之于中国传播史实为一道判别两域的分水岭：之前如干旱少雨的荒漠，之后若雨水充沛的草原；之前的新闻传播处在无序自发状态，之后则渐入有序自觉情境；之前可称新闻活动，之后始有新闻事业。而唐人笔记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观察历史的进程，自来有两大思路，一是从纷杂的史实中概括盛衰兴替的规律，一是从先验的理路上分析一盘散沙的史实。前者是归纳的思路，后者是演绎的思路。对史家而言，归纳总是正统，而演绎常似异端。其实，二者各有适用的范围，都不可偏废。因为，究竟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行为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历史规律，还是神秘莫测似大道之行的历史规律先已在整体运行上判定了具体的历史程序，这恐怕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谁也无法断言。就探究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而论，我们既倚重无证不信的史实，也信赖斯宾格勒一类历史哲学家的慧眼。我们觉得，新闻事业的诞生诚然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直接相关，但也未尝不是受某种预定的、非此不可的历史规律或所谓天行大道的制约。即以近代新闻事业为例，表面上看它显然属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活跃、社会开放等名目的综合产物，但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审视，它无非是近代文明大潮涌动的自然结果。唐代新闻事业的发生也是如此：归根结底源于文明形态由古典向近世的嬗变。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催生了新闻事业的幼芽，而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恐怕还在于世态人心的换位，即由英雄主义向世俗趣味、由贵族情结向平民意识的趋近。这是一次非比寻常而又看似寻常的转变：中国历史由此开始走出古典氛围，并向明清的近世形态蜕变，正如先秦时代那一“文明的突破”使华夏民族走出原始的巫术氛围而跃入文明的境界。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发生于唐宋之际的这一文明“转型”中，向来代表世风的士人自然得风气之先，从而表现得尤为活跃和突出。从这个角度看，唐宋笔记的大兴就不仅仅只是文体的问题，其时新闻事业伴随近世化潮流而隐隐生成的背景，对这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应该更具决定意义。如此众多的士人，以如此旺盛的热情，写下如此丰富多彩信息充盈的笔记，若没有整个社会所提供的传播交流的需要与可能，没有集体意识所呈现的普遍好奇与关注便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把士人系统的笔记小说与宫廷系统的进奏院状报（实即早期的新闻信）以及民间系统的讲唱文本这些几乎同时兴起的传播方式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则唐世传播图景的深层意义就更为清晰明显了。

不管各国新闻事业的早期拓荒者是不是都能明确意识到他们个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的传播活动所含的开拓进取内容都必然意味着与正统的疏离。这在西方可能表现为争取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种种言行，而在中国古代就显示为不与朝廷抗命却又溢出宫禁的各行其是，如以前谈过的进奏院状报和这里谈到的笔记小说。在中国传统的话语谱系中，笔记小说属私家撰述的稗史，或者是意含贬损的野史，与宫廷编修的国朝或前朝正史判为两途。正史稗史代为不绝，唯至唐代，正史正式归入史馆，稗史则演为大行于世的笔记小说，从此二者并列平行各不相涉。这一间隔与疏离最初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客观上却为新闻事业的萌发创造了历史契机，这恐怕是谁都始料未及的。陈寅恪先生曾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针对官私史料的弊端写道：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这是站在史家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把视角换成新闻传播，那么陈寅恪先生的不刊之论等于概括了宫廷新闻与私家传闻的优劣利弊，同时也无异于彰显出正史与稗史、正统与偏流、中心与边缘的分道扬镳。关于私家报道的具体情形，我们将在下节探讨，这里作为对比不妨先来看一则《旧唐书》的实例：

（许）敬宗自（从）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许）善心同为宇文化及（在扬州杀隋炀帝时）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虞）世基被诛，（其弟虞）世南匍匐而请代；（许）善心之死，（许）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钱九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开国元勋）同卷。

此例或许比较特殊，但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唐人笔记

下面让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视角上，重点翻阅几本流传较为广泛的唐人笔记，以便具体察看一下这一士人传播的方式。


《隋唐嘉话》
 　作者刘[image: ]
 ，是刘知几的次子，与乃父一样都是知名于时的史官。他的《隋唐嘉话》仿《世说新语》体裁，大致按时序记述从隋代到唐代天宝年间一些闻人的言行故事，而有关唐太宗一人的条目就占全书的二分之一。由于作者身为史官，又常受父亲的耳提面命，因而《隋唐嘉话》无论记人还是叙事，都堪称实录，一向被视为“研究唐前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51)

 。比如下面两条记述，对了解唐代驿传都颇有价值。

郑公（魏征）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离）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即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

征辽之役，梁公（房玄龄）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后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在，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腰斩（告者）。
(52)




《大唐新语》
 　又名《大唐世说新语》，作者刘肃，身世不详，约为宪宗元和时人。书成于元和二年（807），资料来源多属传闻，“全采风谣”（序言），内容起自高祖武德之初，止于代宗大历之末。全书按类别分为三十篇，计有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赐、惩诫、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每篇或记人物故事，或叙掌故传说，少则五、七条，多则二、三十条，凡三百五十三条。“书中内容广泛，‘事关政权’，可以补充订正史籍，具有较高文献资料价值。”
(53)

 如下面这条就被《资治通鉴》所采用：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易之弟（张）昌宗以貌美被（武后）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天下名士视再思为粪土也。
(54)




《朝野佥载》
 　作者张[image: ]
 ，武后时代人，以词章知名。时人谓其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有“青铜学士”之称，“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大唐新语》卷8）。其《游仙窟》一文，为唐传奇的名作。《朝野佥载》以记述武后时代的事迹为主，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与人物面貌，多为作者耳闻目睹的一手资料，向为史家所重。本书比较突出地表现了笔记小说追求趣味、有闻必录的倾向，如下面两条所示：

则天时，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
(55)



（武后面首）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乐）？”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次），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或作一日）即足。”自是不复更书。
(56)



这两条都被司马光采入《资治通鉴》。前条中的“则天甚愧”一语，经司马光改为“后大惭”，愈见其味；后条中的鬼书其壁，被改成人书其壁，则合乎情理。


《唐国史补》
 　又名《国史补》，作者李肇，为中唐时人，曾任翰林学士。本书序称：“昔刘[image: ]
 集小说（指《隋唐嘉话》），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安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或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全书共三百零八条，“为后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唐代社会风俗、政界传闻、人物事迹、文学掌故的史料”
(57)

 ，如贵妃好荔枝、京师尚牡丹、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等都广播人口。德宗览李晟收复京城的露布而感泣失声一事，即出自《国史补》，后采入《资治通鉴》。下面两条一同驿舍有关，一同信鸽有关：

王某云，往年任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借助）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舶最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58)



下面一条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条新闻花絮：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痛哭，华阴（县）令百计取之乃下。
(59)




《封氏闻见记》
 　封氏指作者封演，闻见记表明是亲闻亲见的琐记。该书约成于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记事约百条，“对研究唐史具有极其重要价值”
(60)

 。下举两条都涉及传播：

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人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
(61)



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
(62)




《开元天宝遗事》
 　大唐盛世至开元天宝而臻于辉煌的顶峰，同时也就从这顶峰上陡然崩溃。这一“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强烈对比与刺激，给唐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心理创痛，他们的愤懑、疑惑、不甘与痛惜之情经由各种渠道表露出来，其中笔记小说便为一途。巧的是，这一颇堪检省的历史时期偏同一位风流倜傥、既有才干又有个性的皇帝连在一起，而他偏巧又同一位“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女子产生了一段此恨绵绵的爱情，还由此导致了一幕惊天动地的悲剧，从而为这段痛史平添了一段浪漫的情调和传奇的韵味。于是，元稹那首《行宫》里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便凝为后人谈论此节变故的永恒意象。从中唐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有关开元天宝时事的笔记小说，举其要者有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郭湜的《高力士外传》、五代时人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和宋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这些作品，多采自前朝旧闻，或搜之里巷琐谈，凡朝廷大事、宫闱秘闻、社会风尚、百戏杂技、名人趣闻，无不涉及。……其间虽然真伪杂糅，时涉神怪，但由于多属时人所记或后人得自前人目击者的亲述，所以仍具有一定社会史料价值，有的可补正史之阙。”
(63)

 其中较典型者当属《开元天宝遗事》。本书据社会传闻撰述，内容多有不实，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摘出了它的四处硬伤，称其“盖尾巷相传，语多失实”，“（王）仁裕采摭于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
(64)

 。但书中的有些记述还是相当真确可靠的，因此常被作为信史材料使用，像下面两条就是如此：

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贴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
(65)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大名，志气高大，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为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机。
(66)




《酉阳杂俎》
 　作者段成式，为宪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子，先祖段志玄乃太宗麾下一员名将，可谓簪缨世家。段成式在晚唐文坛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三人都排行十六，故“时号三十六”（《旧唐书·李商隐传》）。他的《酉阳杂俎》内容广博，资料丰富，堪称唐人笔记的代表作，“自唐以来，推为小说家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仅以《太平广记》为例，征引就达七百零七处
(67)

 ，居《太平广记》所引唐代各种笔记之首。我们以前曾多次采用过本书中的材料，加之本书如鲁迅先生所言“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中国小说史略》），真是举不胜举，因而这里仅从中列出一条轶事，即称岳父为泰山一典的由来：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张）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岳父张）说骤迁五品（五品以上就属于高级干部），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玄宗身边得宠的俳优伶人）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68)




《尚书故实》
 　作者李绰，身世不详，唐末曾任过朝官。据此书序称，李绰曾与一位张尚书一同避难乡间，“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也就是说，他是根据张尚书的闲聊话题撰述此书的，看重的是趣味性强的奇闻异事，如这一条：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子，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泻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

比《尚书故实》稍晚的《刘宾客嘉话录》，也是作者韦绚在从学于刘禹锡、坐而语论之际，聆听默记的一些国朝琐事。据四库馆臣考订，此书近一半的内容即三十九条记述，“皆全与李绰《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撇开是非不论，此事表明《尚书故实》成书后立刻就传播开了，其时效性值得注意。倘非如此，便不可能出现韦绚的抄袭之举。不过，下面一条却是韦绚采写的独家新闻：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东观奏记》
 　作者裴廷裕，出自宰相世家，唐末屡历清要，时称“文笔敏捷，号为下水船”（《唐摭言》）。据此书序称，9世纪末杜让能为宰相，监修国史，裴廷裕等专修宣宗（847至858年在位）实录，后来此事久拖不决，他便“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东观奏记》）。非编年之史（正史），未敢闻于县官（皇帝），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杜让能）藏之于阁，以备讨论”。东观，是汉代宫廷的藏书之处，后成史馆别称，刘知几曾说自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史通·自叙》）。《东观奏记》一书，与李浚的《松窗杂录》、苏鹗的《杜阳杂编》、张固的《幽闲鼓吹》、范摅的《云溪友议》、高彦休的《唐阙史》、无名氏的《桂苑丛谈》和《玉泉子闻见真录》等，均属晚唐时人的笔记，且多记晚唐时事。如虽题冯翊著而真情不明
(69)

 的《桂苑丛谈》里“崔张自称侠”一条，就记述了诗人张祜被所谓侠客骗走钱财的滑稽事：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

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祜）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纤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

此事就是《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侠客虚设人头会”的故事之所本。从中也可见到盛唐使侠任气之风，至晚唐已随世风流转而沦为荒唐可笑之举的蛛丝马迹。另外，值得提及的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其“不少内容为亲见、亲闻、亲历之事，对研究晚唐社会问题颇多参考作用”
(70)

 仅举一条为例：

乾符丁酉岁（877）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水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瘗（掩埋）于江堧。


《北梦琐言》
 　作者孙光宪，为五代时人，其书内容多采自社会传言，但写作态度甚为谨严，“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后濡毫”（《北梦琐言》序）。书中多记晚唐五代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社会习俗及文人僧道之事，历来被视为晚唐五代时期的社会写真，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多所采用。像下面一条，就常为士林播传：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揽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见抑也如此。
(71)



笔记之作至五代而更趋繁盛，除了这一士人传播方式内在的演进趋势外，此一发展应该说也得益于礼崩乐坏生民涂炭的现实境况。正像南唐刘崇远（号金华子），在其晚年笔记之作《金华子杂编》中所言：

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凄咽仆柰。……并成人宦游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椠者（指刻本）。渐恐年代寝远，知者已疏，更虑积薪沉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

晚唐笔记小说中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一项发展，是出现了明确以“新闻”为题的撰述。尽管当时新闻一词的意谓与今天的不尽相同，但毕竟流露了一缕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声，同时也更明确地体现了笔记写作与新闻传播的内在关联。从文献资料上看，迄今所存的此种笔记只有两部，一是《锦里新闻》，一是《南楚新闻》。《锦里新闻》的作者可能是段成式
(72)

 ，推测其内容当与锦江所在的蜀中有关，宋人句延庆的《锦里耆旧传》即述前蜀与后蜀之事。《南楚新闻》的作者尉迟枢是五代南唐人氏，中主保大时曾书《中兴佛窟寺碑》刻石（946），立于金陵。《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南楚新闻》三卷，收入小说家类。原本今已不存，逸文三十余则散见于《太平广记》、《说郛》、《绀珠集》、《实宾录》等书，内容以唐代朝野逸闻奇事为主，有关晚唐者尤多。
(73)

 以下两条所记捉梢郭使君与看马李仆射的故事，常被后世戏剧小说取作创作题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乾符初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钱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治广西横县），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屋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赴任）。过长江，入湘江，次永州北……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公拽母登岸，仅以获免……母氏以惊得病，数日而殒……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
(74)



京华有李光者……以谀佞事田令孜（唐末权倾一时的宦官），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数年之间，（李德权）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陈）敬瑄（田令孜之兄）败，（李德权）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治湖北沔阳），衣衫百结，丐食道涂。……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为看马李仆射。
(75)



从以上所述的唐人笔记中，我们不难看到笔记之作与新闻报道的相通之处。由此可以推想，唐代士子撰述笔记时的心态应与当今记者采写报道时的心态相去不远，他们都极力从纷综的人事中采撷新奇独到的东西，并力图使之传播开去，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知晓。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论及南宋时人的日常生活时曾写道：

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均被准确地提供。
(76)



就此而论，唐人笔记或许可以说是当时最富新闻传播意识的一种传播方式了。一部小册子似的笔记小说，不就像一份若干版的报纸么？其中的内容不都是琳琅满目可讶可叹么？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信息容量和传播时效的差异（表面的不同略而不计），然而从中世纪至当代，各国的历史都表明传播的容量与时效乃是一个动态的递增过程。今人不能强求古人在报道上分秒必争，更无法奢望动辄几十版乃至几百版的报纸，倒是不妨借鉴一下唐人笔记在传播新闻上的技巧与手法，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当代记者称为“易碎品”的新闻，在唐代的士人笔下居然获得了一种永恒的魅力。

我们觉得，其间因素是否可粗略地归结成三条。第一条是以记人为主。唐人笔记虽然涉及广泛，但每一条记述几乎无不以人带出，无不以人为记述的焦点，即使纯记物事，也总从人处落笔。如《唐国史补》中的这一条：

长安（武后朝年号，701—704）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毙，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
(77)



人，是一切社会历史中最生动活跃的基元，所有人类文明归根结底都无非是人的活动、人的投影、人的创造。因而，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永恒的命题。

第二条是以人的本真面目为主。唐人笔记中形形色色的人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真实的、本色的、与人的共性相通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即使放在千年之后的当代，即使置于文化背景迥异的异域也不难理解。如《南部新书》中的这一则：

中书省有磐石，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来其）孙（薛）远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
(78)



第三条使唐人笔记获得恒久魅力的因素，就是只记事实不加评判的客观叙述笔法。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本人没有主观倾向，毋宁说他把价值判断寓于不动声色的直白之中。

上述三条即记人、记活人、记活人之所为，或许就是唐人笔记为今日记者提供的有益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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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封氏闻见记》卷3。


(62)
 《封氏闻见记》卷6。


(63)
 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07页。


(64)
 《容斋随笔》卷1。


(65)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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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00页。


(68)
 《酉阳杂俎》前集卷12。


(69)
 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15页。


(70)
 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23页。


(71)
 《北梦琐言》卷1。


(72)
 姚福申先生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的著录，断言《锦里新闻》三卷为段成式所撰。


(73)
 参见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7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尉迟枢”条。


(74)
 《太平广记》卷499“郭使君”、“李德权”。另外，同书卷157的“段成式”，卷138的“李玭”，卷257的“张浚伶人”，卷483的“獠妇”和“芋羹”诸条，也都出自《南楚新闻》。


(75)
 同上。


(76)
 ［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7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7)
 《唐国史补》卷中。


(78)
 《南部新书》甲。



第八章　士人传播——分论（下）

熟谙近世掌故的邓云乡老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撰文记述了这么一桩轶事：

七十年前，在北京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端，海内外知名的古老酒肆广和居饭庄子的某一间雅座墙上，出现了两首不具名的题壁诗，一时轰动都门，成为官场顶戴之间的热闹新闻：有的称赞，有的咒骂，有的生气，有的看笑话，一直多少年，人们还津津乐道，成为本世纪初极其脍炙人口的宣南掌故。……近人巴县杨沧白《广和居》诗云：“春盘菜半成名迹，怀壁诗多系史材。”宣南广和居一百多年，一似唐代长安的旗亭，不知有过多少题壁诗，而晚近则以这首最出名，正所谓“系史材”了。
(1)



关于此诗此事的详情，可参看他的《广和居题壁诗》一文。这里我们主要对题壁这一传播方式感兴趣，因为本章的内容正是唐代士人传播中此类司空见惯而别开生面的手段——题壁。


 题壁的由来

诚如武汉大学的曹之先生所言，作为一种传播手段，“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就行了。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读而抄之，就可以把作品传得很远很远”
(2)

 。需要补充的是，对题壁之作见而读之、读而抄之的过往行人肯定不是文盲，显然当以读书人、文化人居多，亦即文人士子是题壁的传播主体。

追根溯源，题壁之作“始于两汉，盛于李唐”
(3)

 。据说东汉书法家师宜官喜爱饮酒，“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
(4)

 。这是有关题壁的最早记载之一。汉代之后，题壁渐多。据《晋书·宋纤传》：

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访宋纤）焉。纤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宋纤是当时一位有名的高士，隐居于酒泉南山，太守盛容造访而终不得一见，感慨之下题诗于石壁之上。南北朝时期，题壁已是大畅其风，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如《南史·刘孝绰传》：

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

如此情形与白居易的歌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的盛况略无二致。再如《南史·王僧虔传》：

昇明二年（478），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栗，驰之不已则踬，引之不已则迭，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座右铭。

王僧虔是南齐书法家。此例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题壁的内容，而在于题壁的地点——尚书省。它表明当时题壁现象已十分普遍，甚至渗透到宫禁森严的庙堂之上。

隋朝年代虽短，但却留下历史上最长的一首题壁诗，这就是孙万寿那首总计420字的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据《隋书·孙万寿传》：

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至从军（时因衣冠不整而配防江南），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曰：

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刍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兽据，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枭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从军。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image: ]
 。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系越恒资辨，喻蜀几飞文。鲁连唯救患，吾彦不争勋。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非关不树萱，岂为无杯酒！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

心绪乱如丝，空怀畴昔时。昔时游帝里，弱岁逢知己。旅食南馆中，飞盖西园里。河间本好书，东平唯爱士。英辩接天人，清言洞名理。凤池时寓直，麟阁常游止。胜地盛宾僚，丽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骑指渭津桥。祓除临灞岸，供帐出东郊。宜城酝始熟，阳翟曲新调。绕树乌啼夜，雊麦雉飞朝。细尘梁下落，长袖掌中娇。欢娱三乐至，怀抱百忧销。梦想犹如昨，寻思久寂寥。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回轮常自转，悬旆不堪摇。

登高视衿带，乡关白云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华亭宵鹤唳，幽谷早莺鸣。断绝心难续，惝恍魂屡惊。群、纪通家好，邹、鲁故乡情。若值南飞雁，时能访死生。

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

孙万寿的这首长诗愁肠百结，一咏三叹，诗情饱满，一气贯通，尽情抒写了古今迁客骚人那悲苦婉曲的万般心迹，在齐梁浮艳之风方兴未艾的背景中显得尤为出色，因而被不少人辗转题写于墙壁之上，流传一时，最后得以著录于唐代所修的《隋书》之中。


 唐人题壁

时至唐代，题壁之风盛行于世，借贾谊《过秦论》中的说法，可谓“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翻开《全唐诗》，里面的大量作品都标明属于随手题写的，以至于让人觉得唐诗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出自人们对题壁的浓厚兴趣。唐人爱诗，会诗，好题诗，乃是一种风行的时尚。几乎没有哪位诗人不曾留下题壁之作。对他们来说，诗往往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径直题于壁上。典型者如寒山，一生的几百首诗作“一例书岩石”。名相姚崇的曾孙、与贾岛齐名并称“姚贾”的姚合，也是酷爱题诗，走哪题哪，其诗友项斯说他“官壁诗题尽”，把公家的墙壁都题满了。这当然是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题诗的风尚之浓。晚唐诗人郑谷更夸张，他在《卷末偶题三首之二》里写道，“七岁侍行湖外去（随父郑史赴任永州刺史），岳阳楼上敢题诗”，表明他七岁时就曾在岳阳楼上题诗了。

作为一种传播手段，题壁指的是把诗文书写于公开场所，以便其扩散流传。总称为“壁”，而具体情况则是多种多样，细分如屋壁、亭壁、厅壁、殿壁、墙壁、寺观壁、酒家壁、驿传壁、山石壁等，不一而足。其中以题于屋壁者较为常见。士子文人远游近访，常会在别人的房屋墙壁上或即兴或应邀地挥洒一通笔墨。这些文字多为应景之作，无非针对屋舍的清幽宜人及其主人的风雅玄远称道一番，然后再借机抒发一下自己如何向往山林的情志，一般来说价值不大。像杜甫的《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钱起的《题陈季壁》、白居易的《醉题沈子明壁》、温庭筠的《和友人题壁》等大抵如此。也许是家居环境太普通了，或者是主客关系太平常了，这类题壁之作往往乏善可陈。现在更多提及并为人熟知的，倒是宋代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与屋壁十分相近的是厅壁。如岑参的《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题新乡王釜厅壁》、《题永乐韦少府厅壁》，萧颖士的《早春过七岭，寄题硖石裴丞厅壁》等。李商隐因无意中卷入牛李党争，一生困顿坎坷。有一次，他去拜访恩主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主人以他娶了政敌的女儿一事而拒不相见。李商隐怅然久之，最后在厅壁上留下一首诗：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

“十年泉下”指令狐楚去世十年，“九日樽前”指造访这天为重阳日，“郎君”自然是时任宰相的令狐绹，“东阁”是宰相的办公处。令狐绹见了此诗，又是感伤，又是惭愧，“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
(5)

 。

总的看，屋壁、厅壁之作对传播来说尚属私人性的或半公开的。真正于传播有意义的题壁之处，还在公共场所。一例为楼壁。如崔曙有一次登上黄河边的一座水楼，见到亡友留在楼壁上的题诗，不由伤心感慨，于是也留下一首情兴悲凉的登楼诗《登水门楼见亡友张贞期题望黄河诗因以感兴》，里面写道：“吾友东南美，昔闻登此楼。人从川上逝，书向壁中留。……”
(6)

 与此类似的，是下面这则广为人知的轶事：

唐崔颢题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7)



又一例为亭壁。如唐末一无名女子的《题兴元（陕西汉中）明珠亭》：“寂寥满地落花红，独有离人万恨中。回首池塘更无语，手弹珠泪与春风。”
(8)

 此诗若非题于亭壁之上，恐怕早与作者一起湮没无闻了。下面一段题亭的故事，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宰相）刘瞻之先（刘景），寒士也。十岁许，在郑[image: ]
 左右主笔砚。十八九，[image: ]
 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image: ]
 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image: ]
 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
(9)



再一例为山石。如白居易《游坊口悬泉偶题石上——时为河南尹》：济源（今河南北部太行山中）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记述道：“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永州）浯溪石间有（皇甫）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
(10)

 显然，皇甫湜在山石上题写此诗时，是怀着一种属望人知的传播心态的。这方面最典型者还要数诗僧寒山，他一生诗作大都题于山石之上，据《太平广记》：

寒山子者，不知其姓名。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
(11)



像这首诗就是代表：“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
(12)




 旗亭画壁

亭台楼阁、山岩石壁虽为公共场所，但毕竟不是人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若论题壁的传播效果还当以寺院、酒店、客舍、倡肆等人烟稠密处为佳。

在人际交流为主体的时代，酒家饭庄向来都是信息的聚散地，来自各方的新闻或传言往往都汇集到这里，然后再由此扩散开去。于是，意在传播的文人士子便自然把酒店墙壁作为题诗的首选之处。诚如《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所言：

在酒店饮酒，并在壁上题诗，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犹如现在的饭店酒家常喜邀约名人题诗作画悬挂于墙壁，以增加其店的文化色彩，提高其文化档次。只是唐时酒店题壁所写内容，多与眼前事直接有关，故往往富于真实切近的民俗意味。
(13)



如王绩的《题酒店壁》：“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14)

 《太平广记》中一则几近诡秘的故事，则突出显示了酒店题壁的传播功效：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董）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
(15)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一时倡肆兴盛，蔚为市井文化的一大景观。特别是北方的长安与南方的扬州，更是花娘云集，红楼雾列。而唐代士人之倡肆游冶，是一点也不亚于酒家狂饮的。这从唐传奇的名篇，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许尧佐的《柳氏传》、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可略见一斑。至于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歌咏此类情事的诗句，更是流传广远，脍炙人口。唐末的翰林学士孙棨，还写过一本随笔之作《北里志》，专记长安诸妓之事。其序云：“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在这一背景下，题壁倡肆成为士人的好尚便在情理之中。如前文提到的孙棨，把赠北里王福娘的诗都题写在窗边的红墙上，因有数行未满，这位倡家女便自题一绝：

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
(16)



令人发笑的是进士李标曾与人一起去访名妓王苏苏，欢饮之际乘兴题诗于窗：

春暮花枝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
(17)



可惜苏苏不领此情，嗔道：“阿谁留郎君，莫乱道！”然后援笔继和：

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
(18)



倡肆题壁的典型不得不数崔涯，他的题诗威力简直可比于当今那些左右明星命运的小报（tabloid）：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崔涯，张祜）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崔涯）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巨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
(19)



这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一些新闻业场景，如巴尔扎克的《幻灭》何其相似。

倘言倡肆酒楼的题壁之作未必都是戏谑笑浪的小道传闻，那么宫禁衙署的留题则未必全属敛声屏息的军机要政。如唐末好为歇后语的郑綮，初登相位，同列以他滑稽委琐不堪此任而常常嘲讽他、贬损他，他一气之下便在中书省的墙壁上题诗道：

侧坡蛆蜫[image: ]
 ，蚁子竞来拖。一朝白雨中，无钝无喽罗。
(20)



《闽川名士传》记载的一则旧闻，又使人看到即使在森严的内宫，率意题壁也是不足为奇：

神龙二年，闽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谈，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image: ]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玄宗）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因此引疾东归。
(21)




 前峰月照一江水

说到佛寺禅房、精舍道观的留题之作，人们总会首先想起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一状眼前之景寓心中之意的章法，几乎成为此类题壁文字的一种固定程式。像张祜的许多寺观留题都是如此，其中《题润州金山寺》里的“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一联更成名句。再如：

（宋之问从贬地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宋之问）迟明更访之，则（老僧）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
(22)



这是初唐之事（且不论其真伪），而晚唐任蕃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任蕃）去游天台中峰，题寺壁间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百余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
(23)



由于寺观人来人往，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无不频繁光顾，故而对文人士子来讲题诗于此实为激扬身价抬高名望的捷径。晚唐时以一句“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登单于台》）而知名一时的张[image: ]
 ，曾在成都大慈寺题诗，前蜀国君王衍游寺时见而赏之，差一点要为此而授张[image: ]
 以重任。
(24)

 从下面一事中，尤见佛寺题诗、骋才使气之况：

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独丞相荥阳公（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后人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
(25)



不过，唐僖宗避乱逃往蜀中时，一首题写于马嵬驿的七绝今天看来更有见地：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贵妃。

有时，寺观以及其他公开场所的墙壁仿佛成了“留言壁”，过往者及其交游故旧往往借以互通款曲。如韦应物《东林精舍见故殿中郑侍御题诗追旧书情涕泗横集因寄呈阎澧州冯少府》中的“中有故人诗，凄凉在高壁”，就是这一情形的缩影。元稹的《公安县远安寺水亭见展公题壁漂然泪流因书四韵》，则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倾诉了。再如他的《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

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

俨然通过这一传播方式在进行“神交”了。

寺观外的人固然常来题壁，而寺观内的人也不甘寂寞，不时命笔挥洒一通，在自家门户里留下些吐露心声的墨迹。如下面这一例：

唐末一山寺，有僧卧病，因自题其户曰：“枕有思乡泪，门无问疾人。尘埋床下履，风动架头巾。”适有部使者经从过寺中，恻然怜之，邀归坟庵疗治，后部使者贵显，因言于朝，遂令天下寺置延寿寮，专养病僧也。
(26)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下面这位寺僧盗走名刹宝藏后留下的题壁大作：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
(27)



这位汪洋大盗还颇有点“杀人者，武松也”似的直率。

僧院题诗中有一段戏剧化很强的故事常被人提及，这就是宰相王播通显前后在一家寺院所感受的世态炎凉：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播至，已饭矣。（遂愤而留题离去）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任淮南节度使）。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梨（阇梨，高僧）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28)



这些前倨后恭的僧徒诚然可鄙，不过他们为什么不早早用粉刷墙壁的办法干脆一举抹掉王播的原诗，而是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去用个碧纱笼罩住那让人难堪的留题呢？按说粉刷墙壁供新人题诗原属正常，如：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
(29)



看来，对扬州惠昭寺和尚欲盖弥彰之举的一种合理推断，是当时对题壁之作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即可以随意修改，如把“一江水”改为“半江山”，但不能随便抹去，如王播的题诗历二十年依然在壁。一位无名氏甚至在当年任蕃的留题处写道：“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
(30)

 好像“前峰月照一江水”的墨迹，过了一二百年人们都不忍抹去似的。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以上各种题壁之作不是摹写眼前的风光景物，就是抒发题壁者即景生情的内心感触，大抵可谓属风雅之趣浓而传播之意淡一路。认真说来，恐怕还是驿传系统的题壁文字包含着更多实在的信息，显示着更多传播的意图。这自然是与驿传系统所固有的特性有关，是由驿路、驿站、驿骑、驿使等所构成的一套正规的传播体系所决定的。如将这套体系比作一个磁场，那么任何进入磁场的粒子就不免带上了一定的磁性，亦即传播性。在驿站题壁的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事实上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墙头诗、大字报将通过四通八达的驿传网络而流传天下。换言之，他在别处题壁时可能只着意于传者的所见所感，而在驿站题壁时便不能不首先在心里面对广大无边的潜在受众。假如说前者他是在独白，那么后者他已不由自主地置身于一种交谈、交流或交往的氛围之中了。说起驿站题壁，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驿》大概是流传最广的：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31)

 这种以一首题壁诗成全一个人的事情，在唐代也每有发生。随便打开哪位诗人的集子，都会不时看到驿站留题之作，其中不少也成为名篇，如许浑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
(32)



再如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33)



驿站的留题，往往显示出交往行为中的“应答”或“对话”性质，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有传、有受、有反馈。如皇甫冉的《洪泽馆壁见故礼部尚书题诗》：

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
(34)



原题与此题，便形成一种对话的空间。刘禹锡《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行县题诗处潸然有感》中的“繁华日已谢，章句此空留”，也体现着一种应答的关系。晚唐的韦蟾奉使出行，至长乐驿，见一个寡才少情的官员只在墙壁上留下“某到此一游”之类的墨迹，便在旁边挥笔写道：

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35)



这也算对前人留题的一个反馈吧。五代时的陶谷出使南唐，则在驿舍的墙壁上有意题了四句谜语，留给后人去猜：

西川狗，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

直到宋代的齐丘才解开谜底：獨（独）眠孤馆。
(36)



阎敬爱与李和风前后题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高塘驿馆的趣事，更充分地展现了这一有来有往的对话特征。先是阎敬爱以楚辞中高唐神女的典故留下一首《题濠州高塘馆》：

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宵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

乍一看，他的联想很巧妙，于是“轺轩往来，莫不吟讽，以为警绝”。后来，李和风看出了问题，发现这一联想实属牛头不对马嘴，便在旁边又写下了一首《题敬爱诗后》：

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荆南各异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

此诗一出，“人更解颐”
(37)

 。

《宋诗三百首》中收有孔平仲的一首《雍丘驿作》：

京尘漠漠稍侵衣，秣马壅兵日未西。驿舍萧然无与语，远墙闲觅故人题。

不管此作是不是借鉴或因袭，反正白居易有一首同一意境的《蓝桥驿见元九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38)



诗题中的元九即元稹。白居易与元稹的友情，是文坛上一段人所共知的佳话。两人志同道合，声气相通，一生仅唱酬之作就多达一千余首。两人身世也颇一致，在官场上都是时浮时沉，动不动便被朝廷贬出京师，打发到遥远的州府。于是，两人经常在驿路上交相奔波，穿梭往来，而每到一驿，他们都喜欢在驿站的墙壁上寻觅友人的题诗，以慰倾慕之意与思念之情。与白居易的“循墙绕柱觅君诗”一样，元稹在《骆口驿二首》其一中也说：

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
(39)



在友人的题壁诗下默默地一直待到离去时，如此心通神交、陶然忘怀的情景犹如一幅特写令人难忘。比这更感人的，是白居易后来在同一驿站写的《骆口驿旧题诗》：

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

看来元稹还不惜用衣服一点点拂去友人题壁诗上的尘垢，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其实，元白这种举目会心、若见其人的神交，也是许多过往驿站的行旅所共同体验的交流感受。大量的题壁之作无异于在士人传播中营造了一种共通的环境，使得士人群体在精神气质上交融汇通，形成舆论一律的态势。随举一例，元稹曾在《褒城驿》一诗中写到“已种万竿竹，又载千树梨”，后来薛能在《题褒城驿》中便说：“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其中一句“鄂相（元稹曾由宰相出为武昌节度使）顷题应好诗，题云万竹与千梨”
(40)

 ，直承前提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士子在这看似随意的题壁应答中，也达到了精神境界上的认同与沟通。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以上只是粗略描绘的唐人题壁的概貌，现实的图景无疑远比我们勾画的要落英缤纷，色彩斑斓。对这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只需扫一眼下面的若干题壁诗的标题，就可略见一二：陈子昂《古意题徐令壁》、萧颖士《早春过七岭寄题硖山裴丞厅壁》、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岑参《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杜甫《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钱起《题陈季壁》、羊士谔《山寺题壁》、牟融《题道院壁》、刘言史《山寺看樱桃花题僧壁》、吕群《题寺壁二首》、元稹《题蓝桥驿》、白居易《题岐王旧山池石壁》、许浑《题卫将军庙》、李商隐《戏题友人壁》、温庭筠《和友人题壁》、段成式《题僧壁》、方干《书原上鲍处士屋壁》、郑谷《书村叟壁》、杜荀鹤《题汪氏茅亭》、曹松《书翠岩寺壁》、李建勋《题信果观壁》、王周《题厅壁》、刘山甫《题青草湖神祠》、张祜《题金陵渡》，等等。真是无远弗届，无处不有。我们不由得想象，在唐人目力所及之处是不是都明灭闪现着一丛丛、一行行的题诗呢？至少唐诗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归因于这一耳濡目染、处处皆诗的传播环境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题诗未必都在壁上，事实上唐人在一切可题之处都留下了墨痕。比如：

（雍）陶典阳安（四川简阳），送客至情尽桥，问其（得名之）故，左右曰送迎之地至此。（雍）陶命笔题其柱曰“折柳桥”，为诗云云。（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41)



这是题在桥上的。

再如《本事诗·情感》中所述人面桃花的有名故事：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题于门户之上的。

还有题在树上的。如白居易的《郡厅有树晚荣早凋人不识名因题其上》。而李商隐的《题小松》早已成为名作，其颔联“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以寓意深邃而常被引用。再如，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

（褚亮）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青海湖西岸）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杨）玄感所礼，降威定县（隶属西海郡）主簿。……（褚）亮与（潘徽）同行，至陇山（六盘山），（潘）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敛，瘗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两夜时间）遍于京邑焉。
(42)



行行重行行的迁客骚人登上流水呜咽的陇山本已百感交集，再加上同伴病逝更是悲不自胜，同病相怜的身世之感化为诗章自然动人心魄，因而题在树上不过两天便传遍几百里外的京城。下面一例题树则至今仍值得深思：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垒垒，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43)



此例表明，追香逐艳的兴致并非当今小报记者所独有，美人身上独题诗的癖好乃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且看人们在梦露、周璇、戴安娜等死者名下做的文章就知道了。

题壁的传播功效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通衢大邑的馆舍佛堂题壁，更易周流开去，形成或轰动一时或绵延不息的效应。像下面一例：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

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
(44)



一首题壁之作竟导致一项规则的通行，题壁功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并非所有题壁文字都能引人注目，都会在整个社会的信息海洋中涌起波浪。相反，题壁信息与其他信息一样都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的淘汰律，大量信息中真正被传播吸纳的毕竟只是少数。《全唐诗》中的题壁作品虽然相当可观，但也仅仅只是唐人题壁诗中流传下来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45)

 推而言之，这也是不同的传播者所面临的一道相同的铁律。一般来说，传播者总是难免有一种错觉，以为传播的主动权在己，只要传播了，信息迟早总会被人接受，哪怕藏之名山，有一天也会传之其人。殊不知，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过程，同时还是一种接受、选择、淘汰的过程，其间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而且，这一过程还受制于一种令人进退两难的二律背反：越想不被淘汰，越需大量传播；而越是大量传播，就越可能被淘汰。其间，特定的时代、人口、文化所能吸纳的信息似乎是个恒量。信息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但总维持着这一恒量。一旦超出这一恒量，一些信息就得遭遇淘汰的命运了。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曾论及一个颇为有趣的书籍自焚观：

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

他说的“自烧”，不就是一种淘汰的形式么？如今，人们动不动爱说“信息时代”、“信息爆炸”什么的，仿佛信息骤然铺天盖地，若洪水滔滔，大家都将不胜其势。然而，这恐怕多是张大其辞的错觉。依据生活的常情常理，信息在现实中始终得保持特定的总量，而人对信息的吸纳也得保持时代所限定的比例，不多不少应该恰到好处，多余的不免作为“信息垃圾”而被自然选择的过程所淘汰了。正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每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与关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棒球选手、科学家、酒保、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满足了。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
(46)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个人也好，社会也罢，恐怕都难免患上信息的“厌食症”、“肥胖症”、“走火入魔症”、“精神恍惚症”等。


 题壁与传播

前文说过，从传播手段看，士人传播主要分为书信、著述与题壁。而就信息载体论，这些传播所凭借的只有纸张与墙壁两大类。对传播而言，墙壁之为用也算唐代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题壁便渐渐退居其次了。问题不在于唐人题壁之繁盛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于繁盛的因由。曹之先生从唐代著者众多而出书困难的角度对此提出一种解释。按照他的统计，唐代著者人数为诸代（先秦至唐）之冠，仅诗人就占历代诗人总数的73％。具体数字如表8—1所示。
(47)




表8—1　先秦至唐代的文学创作者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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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他认为唐代题壁的繁盛乃是如此众多的文人士子，在图书制作方式落后的条件下宣泄发表欲的表现。这种解释可备一说。至少从印刷普及后题壁就变得无关紧要的情况看，还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我们倒更愿将异军突起的唐人题壁，视为近世文明生成之际大众传播意识的最初萌动，从历史的深层处讲，它预示着“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古典风范，正朝表现、外露甚或作秀（show）的现代旨趣的转向。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日渐突出的意识，推进了最早的大众传播技术即印刷术走向成熟，并构成贯穿唐代大规模题壁与宋代大批量出版之间的一条历史脉络。假如题壁者只是想满足发表作品的欲望，那么写在纸上显然比题在壁上正规得多，而纸张在唐代已成常用品，不会再像魏晋时代那样因一篇文章而弄得洛阳纸贵。关于唐代造纸业的情况，张泽咸先生在《唐代工商业》一书中论述甚详，这里仅举两例便知当时纸张既多，用途也广
(48)

 ：

唐文德戊申岁（888），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
(49)



唐益州每岁进甘（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追究）布襄甘子之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
(50)



不仅如此，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及其典籍的广泛传播，不论宫廷还是社会的文本复制业务都非常盛行，也很便利。2008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巴雷特（T．H．Barrett）教授，在新著《发现印刷术的女人（指武则天）》（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一书里，甚至认为恰恰由于这一点上而制约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按照他的分析：

在当时的中国，印刷术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变革意义其实并不像我们此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在印刷术出现之时，纸作为廉价的书写载体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抄写复制技术本身也十分便利，朝廷和社会上有大量的楷书手、书佣、经生等职业抄写人提供文献复制服务。

纸和强大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可能反而使得印刷术发明的可能性降低。对比中国雕版印刷术和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情形，写在羊皮纸上的欧洲中世纪手抄本成本之高是相当惊人的。一部好的《圣经》手抄本，可能要用掉五百头牛犊的皮。……与欧洲昂贵的羊皮纸书比起来，中国手抄本的价格可谓低廉至极。比较中西印刷术发明的前夜，中国抄本的产量要远远大过欧洲。6世纪末隋文帝独孤皇后供养了四十六部“一切经”（即《大藏经》），卷轴数超过十万件；而15世纪中叶在欧洲专门为大学师生复制书籍的抄写坊里，一部书能够抄写四百份已经算是“庞大的数量”了。换言之，中国的手抄本已经很廉价、很普及了，我们真的是因为复制书籍的便利而发明了印刷术吗？

排除纸张匮乏的因素，那么题壁的用意是否在于传之久远呢？假定如此，那么题壁并不比写在纸上的保险系数更大。虽然，如“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陆鲁望（陆龟蒙）诗文手稿尽置白莲寺佛像腹中”
(51)

 等例，都表明唐人对文稿失传的担忧，但岁月风霜，兵连炮接下的题壁之作又有多大流传的希望呢（且不论人为淘汰的因素）？既然题壁的兴盛不在纸张缺失的时代而在纸张富足的时代，既然题壁的文字更易速朽而非不朽，那么唐人在题壁上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就不仅是源于对诗歌的酷爱，恐怕也出自一种欲求人知的传播渴望，亦即我们说的大众传播意识的萌动。对题壁者来说，挥毫泼墨之时未必计较“发表作品”、“出版著作”，也不会考虑藏之墙壁、传之不朽，他恐怕更多的只是快意于这一传播活动本身，想到让更多的人更快地获得由此传出的信息。换言之，他在乎的只是当下此刻的广为扩散，为“众”所知。拿寒山来说，他若不是想让人知，大可不必在竹木石壁上大题特题，他的成名愿望、“公关”意识同隐士唐求将诗草置大瓢中投诸岷江的想法同出一辙。在这些僧隐心中其实已开始浮现出一个隐约显现的受众（audience），他们也像现今各类明星包括学术明星一样期待着大众的视线更多更久地聚焦于己。一句话，他们需要的是关注。

不错，他们也想创作优秀的文字，也想一代代流传不朽，但在题壁时他们更渴望的应该说还在于当下此刻的关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晋代的陶渊明和唐代的孟浩然，就看得更清楚了。以往，人们多从表象上将他俩归为同一类的隐逸高士与田园诗人，但细加味摩便发现，俩人在精神风貌上已判然分属于“古典”与“现代”了。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基于对生命之自然状态的虔心向望，所谓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与其说是蔑视权贵的象征，不如说是古典趣味对法理制度的拒斥姿态。所以，他的《归去来兮辞》完全是一派欢快雀跃载欣载奔的天真之趣，而他的田园诗也弥漫着安谧宁静、无忧无虑的和谐心绪，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真是纯朴之极，自然之极！只有具有这样的精神，才能写出《桃花源记》这样的篇章。说到孟浩然，则其归隐本来就是出于无奈，正如下面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所流露的：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王维）所知。……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效风雅。忽遇上（玄宗）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52)



而且，即使无奈出世，他也并不曾忘怀仕途功名，心中依然深深地系恋人情世事，田园虽美，终不及外面的世界精彩，恰似他在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所着意吟叹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当然上面的对比，并不是对两大诗人的褒贬，而只是说明古典与近世两种不同的文明心态，说明在唐人的心中已悄然滋生的欲求“风流天下闻”（李白称孟浩然）的现代传播意识。这种意识在宫廷传播上促成了以《开元杂报》开其端绪的一整套创设与举措，在士人传播中则表露为仕进、干谒、远游、著述、题壁等一系列表现与行为。将题壁置于大历史的背景而不拘泥于事物本身中考量，我们才容易透视其中的历史蕴含。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

上节我们曾提到题壁与印刷的关联。这一看法不是实证性的，而是思辨性的。如果依照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先生关于实证研究是“操作事实”而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的区分
(53)

 ，那么我们此处所操作的概念就是大众传播意识。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日渐明晰、日渐强烈的意识导致了唐人题壁走向全面兴盛，并最终推动了印刷术的孕育、发展与成熟。那么，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来自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的实在情境。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唐宋时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繁荣，促使人们的交往日趋频繁，日趋密切。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及的资本主义时代与唐宋之际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在整体的历史趋向上倒是不无相通之处，即：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54)



联系的密切，交往的频繁，社会生活由板滞一律向活跃分化的松动，自然会使大众传播意识从无到有一点点地萌发出来，最后形成一种社会化情结。说来似乎是巧合，东方与西方的印刷技术都是在历史的风标从古典转向近世之际问世的。这不是颇堪体味么？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曾就此写道：“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了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55)



关于唐宋时印刷发明与应用情况，前人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与今人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已做过经典而权威的阐述，英年早逝的汉学家卡特更以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为此划出一个几近完满的句号。这里，我们只想顺便勾画一下印刷问世的主要历史线索，从而为透视题壁以及其他的唐人传播活动提供坐标与参照。

正如古登堡的印刷术最初是与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印刷术早期也是用于佛教经文的扩散。尽管隋代或唐初已有印刷的看法尚有争议，但至少中唐以后印刷已经问世应属不争之论；被斯坦因窃去的敦煌文物、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金刚经》，即印行于868年。
(56)

 到了五代时期，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应用范围也从寺院扩大到其他生活领域，其中主持刊印《九经》的冯道更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用卡特的话讲：

冯道及其同僚对中国印刷术的业绩，可以和谷登堡在欧洲的业绩相比。谷登堡以前，欧洲已经有了印刷（雕版印刷断然已有，可能还有活字印刷的试验），但谷登堡《圣经》的印行，为欧洲的文明开了一个新纪元。同样，在冯道以前也有印刷，但它只是一种不显于世的技术，对于国家文化影响很小。冯道的刊印经书，使印刷成了一种力量，导致成为宋代文教的重兴。但称冯道为发明者，则未免言过其实。……他不过以首相之尊，看到了这种新发明的价值，并命令大规模地开印。他的名字流传历史，成为中国伟大发明家之一，但在创始这种新文明时，有许多人的贡献比他为多，他们应该分享他的光荣。
(57)



冯道，生当五代乱世，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始终不离将相高位，以圆滑世故著称。他曾对契丹君主作践自己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还欣然自号“长乐老”。欧阳修在撰述《新五代史》时写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58)

 不过此公性格并非如此单一，他可算特定的历史条件塑造出的多重面目多重角色的典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就是后唐长兴三年（932），他倡议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雕版印刷，至后周完成，世称“五代监本”。此事的意义诚如卡特所言：

九经的刊印，是使儒家经文和学说在全国人民视听中恢复佛教兴起以前地位的力量之一，其后继起的古学重兴，只有欧洲重新发现古典文献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堪以相比；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得到印刷术发明的帮助的。中国历史学家所以盛推冯道的业绩，理由即在于此。九经刊印的另一结果，是促成了公私大规模刻书的时代，后者成为宋代整个时期的特征。
(59)



总而言之，印刷术肇始于李唐，成熟于五代，兴盛于赵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所做的概括，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
(60)



作为一项影响非凡的技术，印刷追求的是大量的复制，而大量复制体现的是广泛的扩散，至于广泛扩散的动因则无非是受众的信息渴求与传者的流布欲望。虽然尚缺实证资料，但从历史所显示的各种征候上我们已能感到唐宋之际隐约涌起的大众传播潮，它将要或已经改变着传统中既定的传播格局与传播心态，题壁的兴盛与印刷的发展即为一例。宋人叶梦得在讲书籍的版本与校雠时说过：

唐以前，凡书籍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责。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请官板镂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
(61)



这里说到的唐以前人以藏书为责和宋以后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传播格局与传播心态的变迁脉络。



最后，让我们借用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在《唐人题壁诗初探》一文结语中的话，对本章内容做一概括：

归纳题壁的处所有：东宫、中书省、秘书省、御史台、集贤阁、府厅、郡斋、县衙、仓库、关城、驿亭、石壁、桥柱、旅馆、酒店、寺院、观祠、私宅、茅亭、江村、妓院、塔墓、雪地，等等，其中以寺院、驿亭、公廨为最多。

…………

内容方面，涵盖了宣教、即景、行役、留言、送别、乡愁、悼亡、自伤、同情、感谢、旷达、逞才、言志、勉励、赞扬、不平、嘲讽、传情，等等，独不见郊庙和战争的歌诗。

…………

基本上，诗人题壁，其目的就在于传播；而将这一意图表现得最明白、最强烈的是寒山、元稹、白居易几个人。元、白二人更互相将对方的诗作，大量题壁、题屏，以扩大宣传，企图以联手的方式，增进传播的效果。至于白居易说到题壁的目的是要传播给“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见《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序），几乎可以代表题壁诗人的心意。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题壁诗确实收到了可观的效果。……题诗于壁是唐诗传播重要的一环，也是促进唐诗兴盛的因素之一。
(62)



唐代的士人传播，大致如上所述。其间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媒介”传播，即书信（内含新闻信）、著述（以时事性小册子即随笔小说为主）和题壁，而对“人际”传播一项没有过多涉及。这主要是因为媒介传播有形可见而人际交往无迹可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网络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若论新闻传播，则人际网络的扩散作用就更不容低估。可惜的是其线索已无从连接，其画面已难以复原。如今我们至多能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等文本中，去想象唐代士人间的人际交往，从“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的场景里去领略他们的絮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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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民间传播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常被征引的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对此观点，出自年鉴学派故乡的法国一代汉学巨匠谢和耐，以其《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提供了生动翔实的佐证。在这部被誉为“立体的《清明上河图》”的杰作中，谢和耐秉承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的总体史思想，以细腻的笔触全面地、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南宋人的生活场景，复活了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之际的风俗民情。其中，有一段平实而精彩的论述，在展现中国古代社会风貌上不亚于其巨著《中国社会史》：

11世纪以前的中国，其政治状况可以简述如下：统治阶层形成了一个为数很少的精英集团，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语言文字。他们均沉浸于共同的文化氛围。但是，在这个极小的统治阶层之下，却是一个巨大的、尚未成形的民众团体，具有迥然不同的习俗风尚、千差万别的口音以及特定的技艺。当然，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然而，尽管统治阶层不断努力去使各地风俗习惯整齐划一，中国民众——特别是乡村大众——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差别明显的地区特点。不同地区和省份的这种差异性，又由于在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少数民族而进一步拉大了；不过，由于有了令人羨慕的农村政治机构和中央集权政府，这种差异性却很少显露出来。由于所有这一切，便有了诸历史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经过必要的修改之后，直至宋代甚至推而广之直至13世纪，中华世界均可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按照毛斯的说法，在当时的欧洲，“唯有教会保有着艺术、科学和拉丁文，并传达着思想；而一般大众却显然并未开化，仍保留着他们的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
(1)



谢和耐的这段文字，犹如为本章的内容勾勒了一个宏观的背景，所谓唐代的民间传播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在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显然并未开化，仍保留着他们的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的情景中生发、铺陈并展开的。


 乡土中国

我们说的民间范围，是以农人为主，另外包括伶工、商贾、僧道、医卜、渔夫、樵子、工匠、歌妓等。

假如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社会尤其是古代社会的特征，那么这个词恐怕非“乡土”莫属。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面貌、华夏文明的精神气质，无不与乡土丝丝相连，息息相通，中国社会简直就是生长在乡土之中的。即使在现代化潮流涤荡了传统的每个角落的今天，中国的乡土气息依然处处弥漫，浓郁可辨，而文化意识中的乡土情结更是与生俱来，无往不在。时常可闻、意含讥诮的“土气”、“土包子”、“土头土脑”等话语本身，即已表明乡土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是如何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一鲜明的乡土特色，在世界各种文化的对比中尤显突出。社会学家费孝通，还曾专门为此写过一部文思俱佳的《乡土中国》，对中国民生图中的“乡土”底色做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解剖。他指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
(2)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说，还是在明清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农耕向工商转型，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背景下提出的。如果上推到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代，那么乡土中国的图景就更为鲜明了，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中的话来说：“中国古人所真正熟悉的，主要是自己的乡土。”
(3)

 乡土本色既决定了古人的生存状态，即：

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
(4)



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传播状态，即：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
(5)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可以作为这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土社会的典型写照，作为其生存与传播状态的象征描绘。“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显然是一种融汇在生命中，流淌在血脉里的乡土情怀；“乡音无改鬓毛衰”——则凸现了乡土传播图景中的唯一“媒体”——乡音，即与一方水土契合得天衣无缝的方言土语。

不言而喻，这里说的乡土中国主要是就民间而言的，是“从基层上看去”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民间是乡土性的。这是我们谈论唐代民间传播的基点。

当然，除了乡土本色之外，还应看到唐代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大小都市纷纷兴起，从而对整个唐代社会的格局与民间生活的面貌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由广州至南洋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几条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国的物产如丝绸、茶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和欧洲，所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凉州词》）；而且，使大批胡商在带来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缤纷诱人的物产同时，也给“死水微澜”的乡土中国注入了流宕不息的波光云影。顺便说一下，丝绸之路（silk road）—词不是出自中国。这一名称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多卷本名著《中国》（1887年初版）中提出来的。不过，真正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则要归功于李氏的学生、以发现楼兰古城而享誉世界的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归功于这位传奇式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以“丝绸之路”为书名的名作。除了中外交通的兴旺之外，唐代许多城市的纷纷兴起，国内城乡贸易的空前繁盛，更在乡土社会的大环境中显出勃勃生机。“被一条条水陆交通线串联沟通起来的城市，犹如穿缀在丝线网络上的颗颗珍珠，成为各地物产、财富和人文精华的集萃点，同时也是陈列和展示大唐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的闪光窗口。”
(6)

 以淮南节度使治所扬州为例，当时真是商贾如织，繁华似锦，就像高彦休在《唐阙史》中记载杜牧事迹时所描绘的：

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7)



这一情景简直宛若当今的夜香港。无怪乎唐代诗人留下那么多歌咏扬州的名篇佳作：

萧娘脸上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徐凝《忆扬州》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张祜《纵游淮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唐代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扬一益二”，是说当时的商业都市以扬州为第一，益州（成都）为第二。后来，古文名家李翱的女婿卢求对此还颇为不服，大中九年（855）当他奉西川节度使白敏中之命撰《成都记》后，就在序文中为益州力争天下第一的名分：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州）不足以侔其半！
(8)



这些都显示了一种市井文化的崛起之势，而这一趋势将于赵宋之世臻于极盛。

不过，透过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不难察觉，隋唐时代的中国，特别是中唐以前，整体上依然属于典型的乡土社会，正如当下的中国尽管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仍确定无疑地是个农业大国一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同时也是我们透视唐代民间生活及传播的出发点。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从当时纷繁杂乱的社会表象中缕出历史的主脉而不致目迷神眩。在唐代的社会图景中，都市商贾之所以居于视线的核心而村野农夫之所以偏处关注的边缘，并不是由于前者重于后者，而主要是因为都市充满新奇，富于变化，追逐刺激，醉心享乐，于是格外引人注目；而在广大的农村，生活犹如一条无始无终的长河缓慢流淌，波澜不惊，除了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村夫野老似乎都化成游魂，影影绰绰，若有似无。然而，事实上，唐代民间生活的主体却正是茅檐低小的农户田家，民间的概念主要指涉的还是淳朴疏野的乡土中国。


 人际网络与口耳相传

在乡土社会中，民间的传播活动一般都只有凭借方言土语，在这里语言几乎成为唯一的交流工具。有论者指出，“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
(9)

 。不论这一解释是否确当，民间传播的口语化是毫无疑义的。“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王维），乃是民间传播的常态。

唐代的民间传播与历朝历代相比，在内容上并无多少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大抵不离民间传说歌谣谚语的范围。这些内容与前边谈过的官方传播和士人传播常常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以传说为例，有的是经过民间流传后而被士人载入笔记小说，有的则是从文人的笔记小说中扩散为街谈巷议，播扬成形形色色的传闻、议论和琐言。严格说来，民间传播的内容多为传闻而鲜有新闻，从民间传播的角度看，新闻往往是稀奇古怪可惊可愕的荒唐事。以今日的眼光审视，唐代民间传播领域唯一具备新闻意味的，大概就是“集会”宣读朝廷的政令，如诏书、露布、律令等。日本和尚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记录了这样的一次集会：

开成五年（841）三月五日

蒙（登州都督府）使君报云：“本司检过（有关旅行手续）。”又从京都新天子诏书来。于州城内第门前庭中铺二毯子，大门北砌上置一几，几上敷紫帷，上着诏书，黄纸上书。州判官、录事等，县令、主簿等，兵台使、军将、军中行官、百姓、僧尼、道士各依职类，列在庭东边，向西而立。从内使君出来，军将二十人在使君前引，左右各十人。录事、县司等见使君出，伏面却到地。使君唱云：“百姓等”，诸人俱唱“诺”。使君于一毯上立，判官亦于一毯上立，皆西面立。有一军将唤诸职名，录事、县司之列，一时唱“诺”。次唤诸军押衙、将军、兵马使之列，军中列，一时唱“诺”。又云：“诸客等”，即诸官客、措大（士子）等唱“诺”。次有二军将取诏书几来，置使君前，一拜，手限诏书，当额揖之。一军将跪坐，袖上受书，擎至庭中，向北而立，唱云：“有勅（敕）”。使君、判官、录事、诸军等尽俱再拜，有一军将云：“百姓拜。”百姓再拜，但僧尼道士不拜。令两衙官披诏书，其二人着绿衫。更有衙官二人互替读，声大似本国申政之声。诏书四五纸许，读申稍久，诸人不坐。读诏书了，使君已下诸人再拜。次录事一人、军将一人出于庭中，对使君言谢，走向本处立。使君宣诸司云：“各勤勾当”。判官以上尽唱“诺”。次都使唱云：“僧道等”，僧尼道士唱“诺”。次云：“百姓”，唱“诺”。次诏书使到使君前再拜。使君下毯，以袖遮之。诸官客等数十人到使君前，伏地屈身而立。军将唱：“好去。”一时唱“诺”。官人、诸军、僧道、百姓于此散去。
(10)



多亏圆仁的细心以及不厌其详的笔录，才使人们对这类集会有了具体感性的了解。显然，这种传播场合的群集之众与当代媒介所造成的动辄百万、千万的“大众”相比，只能算微不足道的“小众”。即便有理由推断这些集会的百姓是各里坊村舍选派的代表，其传播功效与现代传播仍是天悬地殊不可以道里计，借用李长声先生的说法：

靠会话和演说等传播，必须聚会在同一场所，这样的群集之众是“群众”。靠手工印刷，书报能印行数万份，人们不必济济一堂，被称作“公众”。识字率提高，书报读者层扩大，广播、电视等电波媒介发达，出现了现代传播媒介的接受者“大众”。
(11)



凭借口语传播信息的最大问题是失真。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一件事越传越离谱的情况并不罕见。正如吴予敏先生所言：“口语传播网络的每一步扩展都势必成为新信息累加和原信息衰减的过程。”
(12)

 于是，民间便经常出现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的流言与谣传，有时甚至弄得人情汹汹，举国耸动。如隋朝灭陈后，江南民间一度讹传胜利者欲将陈地百姓悉数迁往关中，结果远近惊骇，许多地方的民众还为此揭竿而起，“陈之故境，大抵皆反”
(13)

 ，直到朝廷派大兵弹压，才算平息了这场源于口传失真的反叛。怨不得历代王朝对“妖言惑众”是如此敏感，防范如此森严。流言之所以传播得那么神速，是因为人际网络对信息能产生一传十、十传百的扩散作用，常言道“两个人的事情天知道，三个人的事情天下都知道”，从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这一点。两人之间的秘密，一旦泄漏，立刻就能判定背信弃义的一方，因而受道德律的约束，双方谁都不会轻易破坏彼此的约定（尔虞我诈的情况例外）。至于三人乃至多人之间的秘密，则泄漏者难于指认，外界的压力相对较弱，口风不严的人在此情景中往往会忍不住对他人说起，尽管他一再交代“千万别告诉别人”，但秘密一经传出，便会在人际网络上神速地扩散开来，最终形成天下皆知的局面。对人际网络的这一神奇特性，有的研究者还专门做过实证考察。美国的马丁·加德纳在《流言为什么会不胫而走》一文中写道：

你遇到一来自远方的陌生人，通过交谈，竟发现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曾研究过“小世界问题”。他首先确定了一个“目标者”——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正在学习当牧师的年轻人的妻子。然后，在堪（萨斯）州的维契市又随便找了一组人作为“出发者”，给他们每个人一份文件，叫他们寄给他们的一个最有可能认识那个“目标者”的熟人（目标者与出发者的彼此方位，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沈阳与成都）。接到文件的熟人依同样的办法再把它寄给自己的熟人，使这条“链子”有希望地接续下去，直至连接到“目标者”。叫米尔格莱姆吃惊的是，仅仅过了四天，一个男人就把文件送给了“目标者”……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在堪萨斯的一个农人（“出发者”），首先把文件给了一个牧师，牧师把它寄给了他在剑桥的一个牧师朋友，这个人就把文件交给了艾丽斯。从“出发者”到“目标者”，这条“链子”只有两个“中间人”。

在这次实验中，各条“链子”的“中间人”数最少的是两个，最多的是十个，平均数是五个。然而，如果事先叫人估计一下，大部分猜想需要一百个。不难想象，这样的“熟人网”便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些流言、有意思的新笑话会那么迅速地传遍全国。
(14)



无疑，这也能解释“风言风语”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的疾速播扬。当然，在不待外求、自给自足的独立天地中，任何外界的实在信息在此播扬中都难免蜕化成“民间传说”，而任何确凿的新闻也往往演变为虚幻的传闻。


 一方水土一方人

关于文化的雅俗之分，向为学界所关注。余英时先生曾精炼概括了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及其演变：

近几十年来，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再把文化看作一个笼统的研究对象。相反地，他们大致倾向于一种二分法，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他们用种种不同的名词来表示这一区别：在五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家雷德斐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曾经风行一时，至今尚未完全消失。不过在最近的西方史学界，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观念已大有取代之的趋势。名词尽管不同，实质的分别却不甚大。大体来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
(15)



依照通行的、仿佛不证自明的观念，大传统总是优于小传统，精英文化总是高于通俗文化。前者对应着精致、精巧、精粹，后者对应着粗俗、粗浅、粗陋。简言之，前者属于文明，后者归于原始。显然，这是基于文化人立场的偏见。其实，任何文明的源头活水都出自民间，看似无足轻重的芸芸众生却往往最具有想象力、创造力，他们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赋予文明以生机、光彩、活泼的形态和永葆青春的魅力。古人尝云“礼失而求诸野”，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更是以政治话语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借那个几被用滥的冰山比喻来说，所谓上层的精英文化不过是露出海面可知可感的冰山一角，而支撑它、带动它、左右它的则是下层巨大而隐形的冰山主体。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我国，即中华文化圈里，只是单纯地接受中国文化的经典部分，那还远远谈不上被同化；而当他深入到我们文化的民俗部分，并有了决定意义的认同，从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价值取向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规范，他才可算是“中国通”，或者说被“中国化”了。
(16)



挡不住的民间活力恰似“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苏轼），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显得蓊郁蓬勃，充满生机，在传播方面同样也是滔滔汩汩，气象万千。被王蒙誉为“一九九六年小说创作上的一大奇葩，可喜可贺，可圈可点”的《马桥词典》（韩少功），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真切而深刻的旁证。
(17)

 在这部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的书中，作者“把考据、政论、语言比较、思想随笔、笔记小说、抒情散文、方言考察、民俗记录、神话、寓言等这一系列不相干的文体通通汇集在一部长篇当中”（李锐），表现了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政治的、小说的、诗歌的、寓言的、神话的多维意义，从而使得“语言学者从中发现语言学，小说作者从中感受小说，民俗学、社会学从中寻找真的与虚构的民俗，评论家从中共鸣或质疑于韩氏社会评论与文艺评论”（王蒙）。而在我们看来，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民间语言及传播现象所做的细腻入微的描摹，特別是从生命存在的意义揭示方言土语的意义，更赋予民间传播以无可替代的尊严。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庄绰在《鸡肋编》中便提道：“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不管天人感应的理论今天看来如何不符合科学，“在天人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和谐是确实存在的”
(18)

 。就民间语言而言，正像韩少功指出的：

故乡的方言是可以替代的吗？它们深藏在广义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故乡人接受了这种暗夜，用普通话或任何其他外来语谈论故乡，不是不可，但其中的差别与隔膜，恐怕就像树上的苹果同离开了土地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一样，很难说那是同一只苹果。
(19)



于是，当韩少功把马桥的历史、地理、气候、社会、文化、人物、习俗、情感、命运、故事、气味、温度、幻想、现实等，解构建构成一百一十一个词汇呈现出来时，当他用一部亦真亦幻的词典对个案式的“马桥”民间社会及其传播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刻画时，也无异于揭示了方言土语与乡土社会的血脉关联，表现了民间传播的强劲生命力。

遗憾的是，如此生动而丰富的民间传播却偏偏由于文本的缺失而无从考究。尽管“马桥词典”不失生活之真实，但毕竟只是虚构的文本。说到底，民间传播是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的，处于无意识的自然状态，即生即灭，“事如春梦了无痕”。费孝通说得好：

在这种（乡土）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指20世纪上半叶）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20)



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来说，并不构成任何传播的障碍，但却给后人或外人了解这一传播领域留下了巨大的黑洞。当我们着手考察一千多年前隋唐时代的民间传播时，这一缺陷就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除了记录下来的歌谣民谚等文本之外，几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了。好在唐代的民间歌谣是如此丰富，为探究唐代的民间传播提供了一手资料。当然，这与大传统所留下的如山似海的文本实在无法相提并论。有鉴于此，对唐代的民间传播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实际发生的各种传播活动是一回事，根据有限文本而描绘的传播现象又是一回事，二者远远不能画等号。


 歌谣谚语

歌谣谚语，是民间传播中常见而通用的传播形式。它既传达时事，又表露舆情，更展示黎民百姓的生活万象，从中能直接感触庶人的喜怒哀乐，真切体察众生的悲欢离合。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事实上，流传于世的305篇《诗》固然不乏圣贤孤愤之声与庙堂恢弘之作，但大多则可谓上古歌谣民谚的缩影或余响。比如，160篇国风就是十五国的民歌民谣。再如，《诗》不仅表达着丰富的社会内涵与普适的天道人心，而且朗朗上口，可歌可唱，如下千古名句，更是脍炙人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所以，历代王朝都把采集风谣当作把握民意舆情的第一要务。《左传》襄公十四年有段话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国语·周语上》有段与之齐名的话：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匠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这里都涉及采风之意。其中“遒人以木铎徇于路”里的遒人，是上古的宣令之官。木铎，是带木舌的铃子，为遒人宣令施教的工具，与军旅中使用的金铎相对，即顾炎武所言：“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
(21)

 关于采风，《汉书·食货志》说得更清楚：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汉书·艺文志》也写道：

古有釆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唐太宗君临天下，也把采风视为自己的耳目之延伸，希望借此了解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心愿。他曾于贞观八年正月颁发诏令曰：

昔日明王之御天下也，内列公卿，允厘庶绩，外延侯伯，司牧黎元。惟惧澶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即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之人），存省风俗，时雍之化，率由兹道。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睹焉。
(22)



于是分遣萧瑀、李靖等文武大员十三人巡省天下，兼采风谣。玄宗时代长安有两座颇出风头的名楼，即位于兴庆宫西南角的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开元天宝年间的不少盛事庆典都同它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而其中的勤政务本楼，据史书记载，就是为着“察氓俗，采风谣，以防雍塞”的目的而修建的。
(23)

 由此看来，太宗的贞观之治与玄宗的开元之治，应该说同这两位开明君王注重民情的举措不无关系。后来德宗朝的名相陆贽，在贯彻其去弊求通的思想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曾告诉奉使巡行天下的官员“以五术省风俗”，其中第一术就是“听谣诵审其哀乐”
(24)

 。

林语堂在其《中国报业及民意史》一书中曾说道：“中国在没有文字报以前，歌谣就是当日的口语新闻。换言之，歌谣也可视作文字报的前身。”
(25)

 细究起来，民间的风谣应分为歌、谣、谚三大类。歌与谣的关系较密切。二者最初都是能唱的，相当于今天的歌词。不同之处在于歌要用乐器伴奏着唱，谣则只是徒手而歌。《诗经·魏风·园有桃》里有一句说：“我歌且谣。”《毛传》对此的解释就是：“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至于代代相传的俗话——谚，则从来都不是唱的。如《左传·僖公五年》云：“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当然，后来歌谣谚三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到了唐代情形已像程蔷、董乃斌所言：

民歌、曲词都是能唱的诗，谣谚不同，民谣有一部分能唱，但不是都能唱，至于谚语大抵都不能唱，而是只能说。
(26)



从特征上看，民歌突出的是艺术性，民谣突出的是时事性，民谚突出的是风俗性。也就是说，三者之中数民谣更具新闻的意味，“民谣的现实性可能要更强一些，往往是对当前生活中的人或事作出反应”
(27)

 。比如“造谣”，便是针对现实中的人或事来做文章的。

歌谣谚语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短小凝练，押韵上口，易诵好记，便于传播。徐澄宇先生在《诗经学纂要》中就此分析道：

上古之世，地旷人稀，既无文字以通声气，而感情之传递、知识之交换尤专赖夫语言。相对而语，无妨[image: ]
 缕（畅谈）。若隔离稍远，必赖传达。词繁意琐，则传言者或失其真。故必简其语，齐其声，谐其音，而后传之者便矣。
(28)



歌谣的“简其语，齐其声，谐其音”不为别的，而主要是为了便利传播，这一看法不无道理。《诗经·国风》中的民歌不管表达什么内容，当采用朗朗上口删繁就简的歌谣形式时，其直接目的无非在于广为传播。从沈德潜《古诗源》辑录的唐以前的童谣里谚中，我们也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如《古诗源》的第一首、帝尧时代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多么自然，多么流畅，令人过目不忘，这等歌谣怎能传之不远。观风察俗，由此不难看到杜甫一类儒生所神往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动人景象：“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古诗源·击壤歌》注）再如：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足寒伤心，民怨伤国。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救寒无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

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
(29)



这些里谚歌谣不仅易记易传，而且以简洁明了的语句概括了为人处世的哲理，自然成为民间广为传诵的“口头禅”。如最后“溺于人”一句，不就是今天老百姓说的“唾沫星子淹死人”嘛。


 上有天堂，下有员庄

中国的歌谣传统源远流长，到了唐代更是盛极一时。以研究唐代的民俗与文学见长的程蔷、董乃斌二位先生，就把唐代称为“民歌谣谚的黄金时代”，并指出唐代民谣的“创作面之广，作品之多，质量之高，为历代所难以比肩”
(30)

 。

我们先来看看唐代民间的“歌”。印象中的大唐歌舞升平，而唐人又能歌善舞。以唱歌而论，这在今天是一种专门化的艺术与职业，而在唐代却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就像下面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章所表现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再看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的一段奇闻：

元和初，有一士子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
(31)



这当然是他醉眼朦胧的幻觉了，但幻觉的现实基础无疑是唐人善歌的风尚。

除了敦煌曲辞外，唐人的歌或歌词集中收录在《全唐诗》卷874中。一般来说，这些歌的现实性与针对性都很强，或颂扬良吏，或嘲贬贪官，缘事而作，爱憎分明。如《廉州人歌》：

武德初，颜游秦为廉州刺史。时承刘黑闼初平之后，风俗未安。游秦抚恤之，化大行，邑里歌之：

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民如赤子，不杀非时草。
(32)



再如《沧州百姓歌》：

贞观中，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云：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令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33)



同为沧州刺史，同是开河筑堰，姜师度与薛大鼎的情形正好相反，他得到的不是百姓的“颂歌”而是怨曲，这就是《鲁城民歌》：

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开河筑堰，州县鼎沸。鲁城界内，种稻置屯。蟹食穗尽，又差夫打蟹。民苦之，歌曰：

鲁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34)



与此相同，昏庸贪鄙的地方官王熊在任上也换来一首“百姓不可活”的民歌：

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掠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掠几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王）熊来替，百姓歌曰：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35)



除了直率的抨击，还有曲意的嘲讽。像武则天时代洛城传唱的一首《景龙中嘲宰相歌》：

景龙中，洛下霖雨百余日，宰相不能调阴阳，乃闭坊市北门，卒无效，滂溢更甚，人歌云云：

礼贤不解开东阁，燮理惟能闭北门。
(36)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要数下面这首《九龙帐歌》：

闽王[image: ]
 以婢金凤为后，嬖吏归守明私通之。[image: ]
 尝命工作九龙帐，国人歌云：

谁谓九龙帐，惟贮一归郎。
(37)



上述民歌，都在相当范围里传播了民众的哀乐心声，并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百姓的集体意志，成为民间传播活动的一个方面。下面再来看看唐代民间的“谚”。

谚是民俗味极强的一种民间传播的文本，所谓“俗话说”，往往就是各种民谚。民谚的内容包罗万象，举凡风土人情、饮食起居、天时地理、世道礼仪，简直无所不涉。加之，它具有稳定性，代代相传，百代不易，因而对整个民族性格的铸就和文化传统的维系厥功甚伟。不妨说，谚语是大传统与小传统共同构建、共同认可、共同传承的一个凝聚着民族精神的传播范本。换言之，谚语的意义不在于传递易碎的新闻，而在于播扬恒久的事理。如《李[image: ]
 引谚别张文瓘》：

千里相送，终于一别。
(38)



再如《王彦章引谚》：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39)



从有的谚语上，不难看到传承与变迁的痕迹。如《员庄谚》：

员半千庄在焦戴川，北枕白鹿原，莲塘、竹径、荼醾架、海棠洞、会景堂、花坞、药畦、碾磨、麻稻、垄塍鳞次。里谚曰：

上有天堂，下有员庄。
(40)



不待多言，这句谚语后半已变为“下有苏杭”了。从关中白鹿原上的员庄到扬子江畔的苏杭，不也隐隐透出文明中心的南移么？再如先秦百家的《慎子》中有句话：

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
(41)



后来，到戏曲《打金枝》所演义的那段有名故事中，这段话便有了新的内涵：

（郭子仪之子、代宗之婿）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郭）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唐代宗）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假）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郭子仪）拘（郭）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曰：‘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
(42)



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被一句家常的民谚平息了。

说到唐世的谚语，有部趣书值得一提，这就是署名李商隐撰的《义山杂纂》，也作《李义山杂纂》，或径题《杂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不过，关于其作者，鲁迅先生曾第一次提出质疑：

中和年间有李就今字衮求，为临晋令，亦号义山，能诗，初举时恒游倡家，见孙棨《北里志》，则《杂纂》之作，或出此人，未必定属商隐，然他无显证，未能定也。
(43)



对此，周一良先生认为：“《杂纂》即非玉溪生之作，亦必为唐人旧本也。”
(44)



杂纂之作，从唐迄清，代为不绝，成为一颇堪留意的传播现象，至少显示了民间俗语的兴盛与流行。鲁迅先生1926年7月14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指出，《义山杂纂》“内有唐人俗语”。今人对《杂纂》深有研究的曲彦斌先生也曾说，《杂纂》“是语言俚俗幽默、别具一格的语录体（或称格言体）古代笔记小品，同时又可视为一部古代俗语的类义选集”
(45)

 。以唐代的《义山杂纂》为例，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它：“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下面就是《义山杂纂·煞风景》中的一组唐人俗语：

松下喝道。看花泪下。

苔上铺席。斫却垂杨。

花下晒裈。游春重载。

石笋系马。月下把火。

步行将军。背山起高楼。

果园种菜。花架下养鸡鸭。

妓筵说俗事。
(46)



如今文人雅士每言焚琴煮鹤煞风景莫过于此，论其源头则在于斯。


 骆宾王“造谣”

现在我们来重点看看以时事新闻为主的民间传播文本——谣。

对于民谣，新疆诗人周涛在其才气纵横的名篇《读〈古诗源〉记》之十八中，做过一番“高谈阔论”。他的议论虽然未必尽合学理，但却不乏灵思飞扬的洞见。如：

所谓“民谣”，实在不过民怨而已。谣者，谣言也。谣言者，今之所谓“牢骚话儿”是也，时至后汉，《古诗源》中所录民谣、童谣渐多，足可窥见当时社会的颓败之态矣。这些“谣”，自然不是诗之正音，但是这类以老百姓的独特智慧总结出来的顺口溜，这些民间的黑色幽默，这些占卜式的寓言极大地充实、丰富了这部古诗选集，使之充盈了社会的情态和群众的活力。

这段文字深入浅出地概括了谣的性质，指出它是牢骚话儿、顺口溜，流露着黑色幽默，充盈着社会情态等，应该说都触及了谣的根本。再如：

谣，是民众议政、参政的一种特殊手段，是封建王朝腐败没落时，老百姓表达民怨和期望的方式，所谓“民心”者是也。中国老百姓没有享受过示威游行的政治权利，也没有聚众街头登台讲演的传统，然而“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老百姓的积思总得找个渠道表达，“谣”就是个扭曲的方式。

这段话把谣的功能归结为参政议政、表达民怨，也是别有新意。关于谣谚的区分，他的分析同样独到：

一般说来，谣不同于谚，虽然它们同出于民间的机智。谣是在非常时期对国家政事的讥评或预告，谚是这种智慧在和平时期对社会人生的精炼总结。至于“童谣”，只是借小孩子的口说出，以儿歌为形式，毕竟儿童以年幼不好治罪。

其中尤为精彩令人称叹的，还数下面这段纵论谣之传播的美文：

谣，起于酒楼茶馆、街头巷尾无名者之心，借众口而行。如风无形（试想“风谣”、“采风”等词），似雨润物。无脚而行天下，城关莫阻；有翅而居人心，官吏难逮。有良心无作者，有奇才无姓名。来时节满城争诵，洛阳纸贵；去时节羚羊挂角，无藤无根。

唐代的民谣十分丰富。仅就《全唐诗》而言，其中编录的歌与谚各为一卷，而谣则为三卷，即卷875的“谶记”、卷876的“语”和卷878的“谣”（所谓谶记和语其实都算谣）。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知名的唐“谣”及其本事。

中国古代大凡江山易主，朝代更替之际，民间总会流行一些诡诡秘秘、神神道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谣言”，预言天下兴亡，昭示王朝盛衰，有如巫师阴森森的谶语，俨然具有某种先验的准确性。隋朝末年，这类政治性、预言性的民谣也曾大行于世，一时间似乎谣诼蜂起，谶语迭出，而主旨无非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弄得人心惶惶，天下骚动。像下面这些《唐受命谶》：

桃李子（桃寓陶唐，李指唐朝国姓），洪水（隐李渊之名）绕杨山（杨寓指隋之国姓）。

江南杨柳树（隋炀帝死前一直滞留扬州），江北李花荣。杨柳飞绵何处去，李花结果自然成。

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
(47)



不要小看这种类似巫术式的谶语，它在当时所产生的攻心作用，有时实在比公开的檄文还要厉害。因为，宣传是人为的，不管怎么有理有力都不免自我标榜之嫌，而谶语民谣却仿佛昭示着一种高深莫测、不可抗拒的天机与天命。这在一个神灵崇拜十分普遍的时代，一个鬼怪意识渗透于现实生活每一领域的社会，确是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或“公关”战术。可以说，隋朝的江山民心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这种充满迷信气息的“谣言”弄得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了。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

隋末有谣云：“桃李子，洪水绕杨山。”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李金才。后李密据洛口仓以应其谶。

毫无疑问，今天看来这些谶语显然纯属“造谣”，是“别有用心”的匿名者在事先或事后故意炮制出来的。尽管我们已不可能确切描绘《唐受命谶》的具体炮制过程，但从唐代其他类似的“造谣”事例中也能得到旁证。比如，徐敬业起兵时为了“逼反”当朝宰相裴炎作内应，便让骆宾王设计，造了一首童谣：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良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炎’字），绯衣（‘裴’字）小儿当殿坐。”教（裴）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裴）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骆）宾王至……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
(48)



不管裴炎是否真与徐敬业起事有染，骆宾王“造谣”之状应属事实。再举《皮日休造黄巢谶》为例：

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黄”字）；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字）。”巢大怒。盖（黄）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皮日休）遂及祸。
(49)



又如《山阴老人伪谣》：

董昌时，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曰：“愿大王帝于越。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故来献。”（董）昌得之，大喜，因僭伪号：

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董”字）；欲识圣人名，日从日上生（“昌”字）。
(50)



这类政治谣言的炮制及传播过程，也印证了英国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个论断：“巫术之所以进行，完全为的是实行……巫术纯粹是一套实用的行为，是达到某种目的所取的手段。”
(51)



不言而喻，在专制朝代，炮制与传播政治谣言是要冒身家性命的，有时出言不慎就可能被冠以“妖言惑众”的罪名，下面一例便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京兆尹嗣道王（李）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德宗）曰：“今岁（803）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李）实奏（成）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52)



在此言论自由没有丝毫保障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民谣轻易不会涉及政治话题，而多以社会性内容为主。唐世民谣也不例外。如《京洛语》：

许钦明与郝处俊乡党亲族，两家子弟类多丑陋而盛饰车马以游里巷，京洛为之语曰：

衣裳好，仪貌丑——不姓许，即姓郝。
(53)



虽讥刺权贵，戏谑纨绔，却也无伤大局。又如《魏博语》：

魏牙军起田承嗣，募军中子弟为之，父子世袭，悍骄不顾法令，更易节帅，不歉意辄害之，厚给廪，姑息不能制，时语云云：

长安天子，魏府牙军。
(54)



这则民谚反映了河北藩镇魏博节度使的亲兵那骄悍难制气焰嚣张之势，不过口气是中性的，仿佛只是客观地报道事实。与此相似的，还有《武后长寿元年民间谣》：

则天时，选举大滥，天下有是谣。举人沈全交取而续之，御史纪先知劾其诽谤之罪。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先知大惭：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槌侍御史，碗脱侍中郎。（沈全交《续谣》：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糊心宣抚使，眯目圣神皇。）
(55)



对此“谣言”，御史已以诽谤罪名起诉，结果武后却是一笑了之。究其原因，也在于它只针对着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而没有犯上作乱的政治意图，故即便调侃一下，在开明一点的君主看来也能容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唐玄宗时代两则流传甚广的民谣，而它们都直指明皇的宠幸之人。一是《杨氏谣》：

天宝十载上元节，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致公主坠马，驸马程昌裔扶救，因及数挝。上令决杀杨氏奴一人，亦罪昌裔停官。于是杨家转横，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曰：

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
(56)



另一则是《神鸡童谣》：

贾昌七岁解鸟语音，明皇选为鸡坊五百小儿长，甚爱幸之。父死，县官为丧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当时天下号神鸡童，为之语曰：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丧车。
(57)



这些民谣未尝不可当社会新闻看。

总的说来，民谣的内容以揭露性、批判性、警示性为主。就警示性而论，许多笼罩着神奇诡秘面纱的谣言均属此列，如果除去其间的迷信妖妄的迷雾，则可视为民怨舆情的曲折反映。如《高昌童谣》：

贞观十四年，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伐高昌，灭之。先是，其国中有童谣如此，国王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也：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58)



这首所谓的童谣，其实不过是高昌民众对其统治者的警示而已。看不到这一点，便难免误入下面这种思路：

既然一个王朝最后的结局，竟如此精确地传唱于若干年前的儿童之口，可见这童谣传递的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既然童性是一种天真，那么童谣就是一种天籁，童心无邪，童言无忌，清风朗月般撩开冥冥上苍的面纱，透露出其中极神秘的一颦一嗔，这就是天机。
(59)



尽管民谣的基调在于批判，但并非完全没有褒扬。也就是说，民谣在大量的“批评报道”中，也时有“正面报道”。如《时人为屈突语》：

屈突通，初事隋为右武侯车骑将军。奉公正直，虽亲戚犯法，无所纵舍。弟盖为长安令，亦以严整知名。时人为之语曰：

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60)



再如《杨刺史语》：

杨德干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为之语曰：

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干。
(61)



《万年人语》：

权怀恩为万年令，赏罚严明，见恶辄取，时语曰：

宁饮三斗尘，无逢权怀恩。
(62)



除了以上关乎国计民生的沉郁歌吟，民谣中还不乏轻松、欢娱或俏皮的旋律。如：

槐花黄，举子忙。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63)



“恶事行千里”一语，也是对民间口语传播及其神奇功能的通俗解说，它与非洲土著人说的“语言无腿，而行走无碍”（Words have no legs，yet they walk）
(64)

 ，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令人所谓“真相还在穿鞋，而谎言已走遍天下”遥相呼应。


 俗讲与变文

关于唐代的民间传播，最后还需专门谈谈一种形式独特而影响广泛的传播形式。这就是敦煌文献中最为世人关注的“变文”。

对敦煌文献的诸般情形，徐调孚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中，有一段简洁明了的叙述：

在中国的西陲，甘肃省的西北部，有敦煌县。这地方自古是西域道上的重镇，县城东南的鸣沙山麓有三界寺，寺旁石室很多，俗称千佛洞。洞中有壁画，上半截是佛像，下半截是人像。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时，拟加以修理，扫除一些砂砾，却在倾坏的墙壁内发现一室竟是书库。库内藏唐人手写的东西和图画、刺绣等美术品不少。这些美术品都是无上之宝，而手写本尤有价值，在历史上和文学上无比重要。究竟是什么时候封闭着的？据猜想，大约在宋朝，因为避西夏的兵革，他们把这些东西保存在那里，倾坏的墙壁原来是那时的复壁，他们想避免战火的损失，于是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这办法居然很有效，竟保存了近一千年之久！

书库虽在一九〇〇年（即光绪二十六年）打开了，但中国政府和一般人士却不知去探险，倒是引动了一位在印度政府做工作的匈牙利人名叫斯坦因的，他在一九〇七年到那里，千方百计，诱骗守洞的王道士出卖这宝库，结果给他带走了三十多箱而去，陈列在伦敦博物馆里。接着法国人也知道了，他们也派伯希和来搜求，结果也带去了千余卷之多，运藏到巴黎国家图书馆去。直到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中国政府方才派人去提取，所余的已是糟粕了，现在收藏在北京图书馆里。

究竟这些唐人手写本的宝贝是什么呢？当然种类很多，有佛经，有民间叙事歌曲，有通俗的杂曲，但是最为宝贵的，却要算“变文”了。
(65)



关于变文这一唐代民间传播的独特文本，学界限于条件并未搞得很清楚，其间尚存一些模糊混浊之处。如今的通行看法是：

（变文乃）唐时民间说唱体文字作品。佛教徒为讲经和宣传教义，采用一种新说唱体文学艺术形式，简称“变”、“转变”。表演时，边说唱故事，边展示图画。其画称“变相”，其辞称“变文”，并有“经变”、“俗变”之分。题材多为佛经故事，也有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或当代社会事件。变文分为全部散文、韵散相间两种，语言通俗，有说有唱，对后世话本、鼓词、诸宫调、宝卷、弹词等有显著影响。
(66)



应该说，这种解释大致不错，惜将变文径直归于寺院讲经，则似不确。因为，变文虽与讲经有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那么，变文应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先从唐代盛行的佛教“俗讲”谈起。

众所周知，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经过魏晋几百年的发展，到隋唐之世而达到鼎盛的。据王仲荦先生统计，如表9—1所示。
(67)



表9—1　隋唐寺院、僧尼数量统计



	年代
	寺院总数
	僧尼总数



	隋
	3985所
	236200人



	621年
	
	200000人



	738年
	5358所
	126100人



	749年
	5185所
	



	845年
	4600所
	260500人




这张冷清的表格其实显示的却是如火如荼的礼佛盛况。以寺院最多的唐玄宗天宝八载（749）而论，全国每一万人平均有一所寺院；以僧尼最多的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而论，则差不多是“百里挑一”，即每一百人中便有一个和尚尼姑。这正如谢和耐所概括的：

从6世纪末叶到9世纪中叶的隋唐时代，中国曾是佛教这种世界性宗教之最为灿烂夺目的一大中心……佛教在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圈中的社会文明和政治制度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寺院同时是世俗和宗教的中心、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中心。
(68)



随着礼佛信教蔚然成风，讲解佛经、宣传教义的活动便日趋活跃。从下举唐诗中，当不难想象当时讲经中那万人空巷、耸动视听的场景：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

韩愈《华山女》

无上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其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

姚合《听僧云端讲经》

当时的讲经活动分为两种，一为“僧讲”，一为“俗讲”。汤用彤先生根据日本沙门园珍的《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而指出：

俗讲当为对未出家的人所讲，而僧讲当为对出家人所讲。《通鉴·唐纪·敬宗纪》胡三省注曰：“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也是把对僧人讲的与对俗人讲的分开，而且“俗讲”与“僧讲”之内容之所以有异，就在于听讲的人不同，“俗讲”所讲自必较为通俗。
(69)



这段话意在说明俗讲僧讲之别，是根据听众对象划分的，而不是根据宣讲内容划分的。也就是说，俗讲之俗原本非谓通俗，而是指听众属未出家的俗人，即王文才先生所申述的：

俗讲专为世俗男女信士讲经，僧讲则严禁“俗人”介入，二者相对而名，本就听众分之。或误俗讲指其内容，多属“通俗文学”，如变文之类，殊非原意。通观俗讲之讲经文，多陈奥义，与通俗故事之变文，内容大异。两讲之听众有别，固无妨其述义深浅不同，然法会命名，意不在此。盖俗讲布法亦演经义，而僧讲自可取譬故事。若视俗讲为内容通俗，多唱故事，远失其义。
(70)



讲经（不管僧讲还是俗讲）与变文固然不可混淆，但寺院里讲唱佛经的俗讲对民间最早的讲唱文本即变文之兴起产生决定性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般认为，从内容到形式，变文都是从俗讲中衍化出来，派生出来的。二者关系之密切就像当今的相声与小品一样。一方面，民间艺人受俗讲的启发，利用百姓喜听俗讲的心理，借俗讲那种韵散相间的文体与说唱混合的方式来演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当代人物事迹以及佛经内容。另一方面，俗讲僧人受潮流的影响，为争取听众，也在宣传佛教义理的俗讲中，搬演一些中国史传。如《因话录》卷4所记：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

于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讲唱活动及其文本，便潮起潮涌愈演愈盛，构成唐代民间传播的一个重要侧面。至于俗讲与变文的区别则可归纳如下：传播者——一为僧人，一为艺人；传播内容——一者是佛经教义，一者除宗教题材还包括广泛的世俗人事；传播场合——一在寺院，一在民间。一句话，变文是与寺院俗讲有关但又别是一路的民间讲唱艺术。


 《张议潮变文》

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高国藩先生，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代民间变文做过深入周密的探析，他的不少见解都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论断，被广泛采纳和征引。他曾指出：

变文原是唐代民间盛行的一种叫“转变”的民间文艺体裁的蓝本，它的特点是图文并茂，翻开给观众看的图画叫“变相”，根据图画讲唱的内容便叫“变文”。
(71)



当时，民间说唱变文的活动称“转变”。据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上元元年（760）唐明皇被迫移居西内，“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悲苦寂寥之际每日便与高力士“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翼悦圣情”。另据《太平广记》：

杨国忠为剑南（节度使），召募（兵丁）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
(72)



转变的场所一般称“变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曾提及。
(73)



跟现在的不少曲艺一样，唐代的民间艺人在转变时，也是说一段唱一段，说的是粗浅的白话，唱的是以七言诗句为主的韵文。为了生动直观、引人入胜，说唱中还配合以相应的图画。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说唱者不时翻动画卷，变换画面。“转变”一词或许由此而来。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较详尽地描绘了说唱变文的情形：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绵水[image: ]
 。植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74)



诗中的这位蜀中女艺人一边转动画卷，一边富有表情地说唱着《王昭君变文》。有论者认为，“因为说话艺人在讲唱故事时，张挂起图画，所以也叫听众为‘看官’”。此说不无道理。总之，借用高国藩先生的说法，“转变始终是具备着三种因素：一是‘变相’（连环画的配合），二是‘变文’中的说讲，三是‘变文’中的歌唱。这说明转变是唐代创新的一种民间的美术、文学、音乐三者结合的综合性民间文艺体裁”
(75)

 ，或者说是民间传播里一种寓教于乐、播闻以娱的新兴方式。

现存敦煌变文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佛经故事，二是历史传说，三是当世要闻。演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中，最有名的要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简称《目连变》。它讲述了佛门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母亲的故事，对冥间的恐怖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情节曲折多变，极富吸引力。因而，不仅当时流传甚广，如下例所示：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居易）。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白曾任中书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长恨歌》中诗句）。’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76)



而且以后又衍生出一系列取材于此的作品，如京剧《宝莲灯》。

演义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变文，以《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等为代表。其中，“《伍子胥变文》是诸作中最好的一篇”
(77)

 。它是在《吴越春秋》有关史实的基础上增饰大量民间传说而成。如伍子胥逃亡途中遇见姐姐，俩人悲痛万分而又“哽咽声嘶，不敢大哭”，从而烘托出局面的险恶，气氛的紧张。再如伍子胥路遇妻子，但各不相认，只以隐语对答。这些显然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和发挥。这篇有名的变文，将通俗的文言、日常的白话与典雅的骈文糅合在一起，显得气韵生动，文采斐然，表现出民间的创造活力。如写伍子胥奔吴途中为大江所阻的情景：

唯见江潭广阔，如何得渡！芦中引领，回首寂然。不遇泛舟之宾，永绝乘楂之客。唯见江鸟出岸，白露鸟而争飞；鱼鳖纵横，鸬鸿芬（纷）泊。又见长洲浩汗，漠浦波涛，雾起冥昏，云阴叆叇。树摧老岸，月照孤山，龙振鳖惊，江沌作浪。若有失乡之客，登岫岭以思家；乘楂之宾，指参辰而为正。
(78)



敦煌现存变文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当然莫过于铺陈当代人物事迹的作品了。可惜，表现这方面内容的，只剩下《张议潮变文》与《张淮深变文》两个姊妹篇了。关于张议潮及其侄子张淮深的事迹，前文曾在进奏院状部分谈过，因为现在所见的两份唐代进奏院状报都出自他们统领的归义军（驻节沙州即敦煌）。这两篇变文讲述了他们叔侄两代收复失地、保家卫国、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和英雄壮举，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与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一幕火红场景、一个不朽片断，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鼓舞边疆民众精神信念的生动教材。如果说第一类变文是寓言神话，第二类变文是报告文学，那么这一类讲唱当世要闻的变文就是新闻通讯了。这里我们特将已成残卷的《张议潮变文》全文著录于下：

（上缺）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指张议潮），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凿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image: ]
 。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里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

汉国勇猛而乘势，拽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忽闻戎犬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星夜排兵奔疾道，此时用命总须擒。雄雄上将谋如雨，蠢愚蕃戎计岂深？十载提戈驱丑虏，三边犷悍不能侵。何期今岁兴残害，辄尔依前起逆心。今日总须摽贼首，斯须雾合己霃霃。将军号令儿郎曰：勉励无辞百战劳。丈夫名笸向枪头觅，当敌何须避宝刀。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image: ]
 陪垄土，血溅戎尸透战袄。一阵吐浑输欲尽，上将威灵煞气高。

决战一阵，蕃兵大败。其吐浑王怕急，突围便走。登涉高山，把险而住。其宰相三人，当时于阵面上生擒。只向马前，按军令而寸斩。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猖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敦煌上将汉诸侯，弃却西戎朝凤楼。圣主委令摧右地，但是凶奴尽总仇。昨闻猃狁侵伊镇，俘劫边氓旦夕忧。元戎叱咤扬眉怒，当即行兵出远收。两军相见如龙斗，纳职城西赤血流。将军意气怀文武，威胁蕃浑胆已浮。犬羊才见唐军胜，星散回兵所在抽。远来今日须诛剪，押背擒罗岂肯休。千人中矢沙场殪，铦锷[image: ]
 [image: ]
 坠贼头。扪铄红旗晶耀日，不忝田单纵火牛。汉主神资通造化，殄却残凶总不留。

仆射与犬羊决战一阵，回鹘大败，各自苍皇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牢而守。于是中军举画角，连击铮铮，四面□兵，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却望沙州而返。即至本军，遂乃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

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弈使佐承珍相见。承珍忽于旷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处分左右领至马前，登时盘诘。陈元弘进步向前，称是汉朝使命北入回鹘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叛回鹘劫夺国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得至此间，不是恶人。伏望将军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汉朝使人，与马驮，至沙州，即引入参见仆射。陈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帐前。仆射问陈元弘使人：于何处遇贼？本使伏是何人？元弘进步向前，启仆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节北入单于，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元弘等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彼众我寡，遂落奸虞。仆射闻言，心生大怒。这贼争敢辄尔猖狂，恣行凶害。向陈元弘道：使人且归公馆，便与根寻。由未出兵之间，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马使至云：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下缺）
(79)



从以上的残本情况看，这篇新闻通讯显然是以几个既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典型事迹，来展现张议潮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残本第一个故事，讲汉蕃交兵，恶战惊心一节，更是轰轰烈烈，气壮山河！那种“展旗帜，动鸣鼉，纵八阵，骋英雄”的气概，那种“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的阵势，直令人联想起屈原当年慷慨悲歌的《国殇》，心中不由腾跃起诗人浓墨重彩抒发的一腔豪情：“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论及变文的性质，以往人们多从文学源流的角度考察，指出它是后世各种讲唱文学的先驱，其“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体制，通过后来的词话、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仍是我国许多曲艺中常见的形式”
(80)

 。这种纯文学的视角未免狭窄。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转变不仅是寓教于乐的文艺活动，同时也是播闻以娱的传播行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程碑式的传播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0），北京大学的关世杰先生将传播的功能归纳为四项——报道、娱乐、教育、说服，并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功能常常是混合在一起或是重叠的”，“四大功能对人际交流、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都同样适用”
(81)

 。具体到《张议潮变文》这类时事性的变文，传播的报道、教育、说服及娱乐诸功能，便是盘根错节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的。用专家的话来说：

“变文”的结构比较完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波澜层出，叙事抒情，描写细致，加以那种以散文讲述，韵语吟唱，配合图画的说话、音乐、美术三者结合的讲唱文学形式，演绎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时社会、人物故事等，用丰富、细腻的美感来陶冶人们的心灵，适合当代广大群众，包括皇帝以及王公大臣、妇人孺子的审美情趣，所以能够受到普遍的欢迎。
(82)



综上所述，变文是借鉴俗讲的形式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传播的讲唱文本，产生于盛唐，发展于中唐，全盛于晚唐五代。它韵散相间，图文并举，综合语言、音乐、美术等手段，以获得全方位的效果，使听众在绘声绘色形象生动的情景中，接受教育、享受娱乐、感知信息，因而，成为唐代民间传播领域一独具特色的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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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唯有在暮色苍茫之中，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才开始展翅飞翔”——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未尝不是对史学演进的一个形象表述。

无论中西，史学都经过一条从历史科学到历史哲学的递进之路。前者犹如好奇的儿童，恨不得把每桩史事的来龙去脉都问清楚；而后者已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

历史科学的派别不管怎样千差万别，无不立足于“经验的现象”，即古希腊史学名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倡言的：

如果有人希望能看到过去事件的真实图画……他将会宣布我写的东西是有用处的，那么我也将以此为满足。
(1)



而历史哲学显然已不满足于这类“如史直说”（兰克），其旨趣在于从历史中追寻“先验的或超验的意义”，即德国20世纪最具魅力的历史哲学大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究诘的：

历史是不是有逻辑呢？在个别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无法核计的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人类（historic humanity）的形而上的结构的东西，一种本质上不依赖于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外表形式的东西呢？这种种现实是不是仅是次要的，从上述那种东西中引申出来的呢？
(2)



举例来说，按照维科的观点，人类历史始于“神的时代”，然后下承“英雄时代”，最后转入“凡人时代”。与此相似，孔德认为，人类认识的发展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即神学、玄学与科学。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命题，都无法逐一还原为形而下的事实。因为，历史哲学不在于描摹历史的形态，而在于勾勒历史的神态。英国哲学家W．H．沃尔什说得好：“与其说他们提出的是假说，不如说是一个解释问题的框架。”
(3)



本篇结语即是对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历史哲学的透视。换言之，在唐代新闻传播既有的历史形态上，我们试图追寻一下其间尚未清朗的历史神态或曰历史意义。

一

依据一般的传播学的视角，新闻亦为信息流通。当人们相互依存形成社会之际，信息已如“食色，性也”般的不可或缺。马克思有句众所周知的哲语——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都离不开信息的交流。其间，新闻传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新闻无非是社会化的信息。如果把整个社会的信息网络比作水系，那么新闻传播便是贯通此一水系的大河，既汇聚众多大小支流，又使整个水系浸润于它的滋养之中。

从远古以迄当代，新闻传播绵延不绝，滔滔如流。在这一长程的历史时段中，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紧密和信息交流的日渐繁复，新闻传播也一步步地由简趋繁，由粗陋而专精，由晦暗幽深到豁然开朗，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从无序到有序。在我们看来，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气象分殊、风貌各异的递进阶段，即信息传播、新闻传播与大众传播。在信息传播阶段，新闻尚杂乱无章地混同于各种信息，并未形成独立而鲜明的风貌，更不具备整合社会推动历史的能量，犹如大河的源头，只是一脉涓涓细流。因此，这一阶段的所谓新闻传播，其实往往等于笼而统之的信息传播。到第二阶段，即新闻传播阶段，新闻信息才开始从众口喧哗中脱颖而出，不仅规模与效应日甚一日，而且逐渐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稳定的传播机制，从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至于大众传播，无非是新闻传播的拓展与延伸，其特质体现在信息接受的大众化与普及化。若用信息论的观点考量，上述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信源—信道—信宿”三维空间的逐次展开。也就是说，对新闻传播而言，第一阶段只有信源即混同信息的新闻，第二阶段始有信道即传播媒介，第三阶段才将信宿一项变为广大的、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的受众。

在整个新闻传播的进程上，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是最具决定性的变异，显示着新闻传播从无序进入有序的飞跃；而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只是外在的扩张，并非内在的革新。换言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汇处，是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一条线索分明的新闻史，有的只是无所不包混然莫辨的传播史。而此后，新闻史的身影才从信息流通的大背景中凸现出来，并且日渐明晰、清朗，最终成为信息流通这一社会系统的主流。这里的关键是媒介。倘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正是媒介这一传播活动之生产力的发展与完善，最终促使传播史跃升为新闻史。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印刷媒介的问世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闻传播手段的革新，那么新闻传播便无法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整体突破，只能继续停留在“非理性化”的阶段，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传播史中。

根据通常印象，假定要把新闻传播的进程分为“传播史—新闻史—大众传播史”的话，那么第一个转型期似乎应在19世纪，即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之际。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共识，甚至是不言自明的常识。的确，19世纪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划时代的里程碑。不过，我们认为，它标示的其实是新闻史到大众传播史的量变，而非传播史到新闻史的质变。确定这一质变的发生，不仅需要考察新闻的历史，更需透视社会的变迁。而透过新闻所由生成的时代，可以发现一条总的线索，一条中西皆然的线索：传播史与古典世界相对应而新闻史与近世社会相统一。这么一来，从传播史到新闻史的问题，实际上便与古典文明向近世文明的转型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一转型发生在何时呢？显然，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无论凭诗性的直觉与想象，还是借理性的逻辑与实证，我们都殊途同归地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在我们心目中，正是唐代才可谓集古典之大成而开近世之先河。

唐代，向称盛世。后人对盛唐历史历久弥深的崇仰，与其说是对其文治武功的心仪与神往，不如说是对一个永远飘逝的古典时代的追怀与感念，正像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向往古希腊罗马的荣光。用历史形态学的眼光审视，天崩地陷的安史之乱倒不失为一个颇具深意的历史界标：此前，随着登峰造极的鼎盛之势，播撒过一路文明精华的古典精神便无可挽回地耗尽了其历史的蓄能而趋向终结——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在国势日蹙、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山河飘零的背景下，一种迥异既往的时代气质便开始悄然生成，日渐弥漫，在古典芬芳已然消散的真空中透出不绝如缕的近世气息——似曾相识燕归来。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不妨将唐宋两代做一对比。李唐与赵宋，不仅是两家正朔不同的朝代，更是两个风貌各异的时代。简单地说，一个是纯粹古典的（主要指盛唐），一个是完全近世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概述中国历史时写道：“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较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不待言，人文色彩自属古典文明的基调，而科学技术乃属近世历史的征候。事实上，赵宋以降，历史的风标已转向近世，不管步履多么艰难、速度多么滞缓，中国始终在朝近世的领域前行，正如谢和耐在描述南宋社会时所言：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
(4)



即便传统中国不能自行进入现代社会，但当欧风美雨自西徂东之际，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至少已为现代文明冲积出可供生发的土壤。就像当代西方“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学研究所普遍认为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现代化倾向”，出现过若干重大的“内倾性变革”，西方的入侵只是加速了这种变革而已。
(5)

 设非如此，则仅凭洋人的坚船利炮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适足亡国。这就好比一种有机体在移植另一种有机体时，自身必须具备相容性。而这一对现代文明的整体相容性，是由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开其端绪的。

唐宋判若两途的古典文明与近世文明，并非随着改朝换代之机而断然分开的。大略说来，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新老交替的时间跨度，即从中唐到北宋。葛兆光先生就此曾写道：

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带，它包括了中唐到北宋这几百年时间，在这过渡带里，思想、学术、习俗等方面的新旧交替，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流程……
(6)



关于古典与近世之分以及两者间的嬗替，费正清在其《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说得更明确而具体：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在唐代后期和宋代所确定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政府模式直至20世纪初一直统治着中国文明。
(7)



在他看来，“古典后期中国和近代早期中国之间的过渡时期主要在8世纪前后”
(8)

 。不管时段的划分如何出入，有一点可先确认：唐代中叶到宋代中叶的二三百年间，文明形态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变更，即由古典转入近世（近代的早期）。与此相应，新闻传播也由无序渐入有序，由传播史蜕为新闻史，从而使社会的信息流通跃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二

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以其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而得与司马迁比肩而立。此书从有史以来一直写到宋朝立国，差不多横跨了整个古典时代。就此而言，司马光无异为古典时代谱写了一曲主题连贯、风格统一、神韵饱满、气度恢宏的史诗。从此，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此纯粹的古典之作，如此彰显古典风致的历史心声。因为古典世界的大幕已经落下，古典时代的辉光已经消散，充溢于历史时空中的已非令人陶醉的醇醪而是平淡家常的清流了。这一情形恰似古希腊罗马之后，《伊利亚特》一类古典史诗遂成绝唱。

在我们看来，所谓古典文明，既是可以言传的历史与现实，更是需要意会的神韵与脉动。其中既张扬着刚健的生命，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更挥洒着淋漓尽致的浪漫情怀，由于天性自然而与深厚、博大、淳朴的土地一脉亲和，仿佛那种灵动的神韵赋予它不可企及的淳美，芬芳醉人。在其文明图景中，贵族化多于平民化，精神化多于世俗化，走向自然生命的激情多于走向现实社会的欲望，轰轰烈烈的英雄气象多于小桥流水的人间烟火。清儒沈德潜的不朽杰作《古诗源》，辑录了他所说的“近体诗”，即唐诗以前的古体诗精华，而它实际上也可说是一部古典精神的结晶。这种精神源自洪荒中的初民感应，至唐诗而形成最后一座光华灿烂的丰碑。从此，古典文明便气数殆尽，历史的图景与精神的品位都开始转向世俗市井一路，像宋词无非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便透出一缕媚俗的情调。明人祝允明尝言“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从历史哲学上讲，这实在是一句颇具慧眼的妙论。因为，古典的精魄即是诗的灵魂。伴随古典之光的熄灭，诗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明代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只能制造古董而了无生气的原因，亦当由是观之。

依据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从生到死的成长过程。对已充分展开并极尽其能的中国古典文明来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渔阳鼙鼓动地来，不啻是骇人听闻的末日钟声。这里的一则唐诗轶事，似乎成为这一历史巨变的永恒定格，在象征的画面中凝聚了“随风飘去”（gone with the wind）的无限怅惘。当时，在出奔四川之前，明皇最后一次登上花萼相辉楼，抚栏凭眺长安，不胜凄楚悲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此景此情，人何以堪。弹琴鸣弦，梨园弟子唱起了好像专为这一刻而写的歌诗：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玄宗问作者是谁，乐工回答是前宰相李峤。玄宗悲叹一句“真是个才子啊”，便又是留恋又是无奈地下楼而去。
(9)

 当时他肯定没有意识到，此一去不仅长别了大唐的盛世，而且也永诀了古典的韶光。或许，就此来说最深切的感受，最精微的领悟，最痛彻心扉的体验，还属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作《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迷蒙怅恍的意境、伤感悲凉的思绪、一咏三叹的吟唱，这一切在古典已逝之际便构成一曲“追忆逝水年华”的哀歌。

就在古典文明消逝的同时，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也开始萌发。借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说法：

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变化，而一系列新事物都产生于唐代后期。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
(10)



这一新时代的曙光，就是近代文明的早期形态，亦即本篇所称的近世文明。相对于古典文明的精神化与贵族化，近世文明的基调可以概括为功利化与世俗化。而这一趋势于唐代后期开始表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至北宋已蔚然成为历史的主流。以政治而论，古典盛期的门第制度业已崩溃，开科取士的文官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宋代以后，政治权力对平民广泛开放，一个人不论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使得机会渐趋平等。就思想意识而言，古典的出世哲学已转化为近代的入世伦理
(11)

 ，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史上寻找一个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运动’，则从（中唐的）新禅宗到（宋明的）新儒家的整个发展庶几近之。”
(12)

 至于文化的大众化潮流，则肇始于唐宋之际的讲唱文学，中经勾栏瓦舍的戏剧艺术，至明清时期的传奇小说而一浪一浪地形成高潮。

当然，在方方面面的变化中，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的演化。此类研究一向很多，特别是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更是盛极一时。一般认为，宋元以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其间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凸显。下面一段清人沈垚（1789—1840）屡被引述的文字，集中说明了这一点：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image: ]
 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忍人所不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13)



不言而喻，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社会分工愈益细密，物资、人员及信息的流通也愈益活跃。诸如《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作坊林立、买卖兴隆，都是这一近世图景的生动写照。南宋孟元老流寓临安即杭州时，写下一部追思北宋汴梁风物的名著《东京梦华录》，对当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细致描绘，更为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商业化社会及其世风提供了一手记录：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宋徽宗年号，公元1103年）到京师（开封），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亭。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见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餍足。（《东京梦华录》序）

显然，这幅宝马雕车香满路的近世图景已同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典风尚不可同日而语了，而“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村的农民恰恰相反，也和不出户牖专讲心性的儒者不同；他们不能满足于主观的冥想，而必须了解广大的外在世界”
(14)

 。这也正是新闻史得以展开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与费正清齐名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的“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编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未来变化的先兆标志是在持续于755—763年间的安禄山武装大叛乱的翌日才出现的。所以，如果不考虑为以神秘的世系观念为基础的传统式“王朝”断代，那么我们于此可以把唐代分成两部分，并且把第二个时代与紧接其后的一个时代密切联系起来。事实上，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并非仅仅是一般的气氛改变了，而且还有政治空气、经济、法规制度……907—960年的所谓五代时期仅仅为合乎逻辑的续篇和于8世纪末开始的发展结果。（这是）一个“向近代过渡”的时代……
(15)



这段话与下面李泽厚先生的话可谓异曲同工、所见略同，而出自中西两位学界重镇的文字无异于为本节内容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

开始于中唐社会的主要变化是均田制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缴纳货币；南北经济交流、贸易发达；科举制度确立；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并逐步掌握或参与各级政权。在社会上，中上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到北宋，这一历史变化完成了。
(16)



三

本篇的主旨在于追索唐代新闻传播的整体意义，力图从经验与超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确认其历史地位。为此，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从传播史到新闻史，而这一命题又隐含着两个理论预设。其一，唐宋之际是古典文明与近世文明此消彼长的嬗替时期；其二，传播史与古典文明相融汇而新闻史与近世文明相契合。前者已经澄清而后者还需阐明。

如果遵循常人的共通感觉，那么提及新闻与新闻传播总会自然联想到晚近的历史，而对新闻与古代社会的联系总难免生出一丝圆凿方枘的困惑：“古有新闻么？”应该说，这种感觉产生于对当代生活的亲和和对古代社会的隔膜。不过，但凡通行的常识常理，大都蕴含着某种深刻的“大道”，不宜等闲视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有句话说得好：“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
(17)

 一般来说，常识上讲得通，学理上也自然成立；反之亦然。以上述常人的通识而言，它实际涉及这么一个包罗广泛涵义深广的大道理：只有从近世文明的坐标上，才能考量新闻传播；而在古典文明的谱系中，无从检视新闻传播。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古典时代的大背景是古往今来相黏，天地人神共居，即所谓“非理性”。其间可以滋生巫术与宗教、神话与传说、史诗与传奇以及虚实相混的历史（如斩白蛇起义之类完全被当成事实而不觉诞妄）和真伪杂糅的传闻，至于由时间观念（新近）与理性意识（真切）所建构支撑的新闻则匪夷所思。所以，当时所谓的新闻传播往往混杂于一般的信息传播，不是化为军国谍报，就是演为民间谣诼。如前所示，古典世界拥有空旷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空间，与古朴而凝固的土地一脉相接，四野一望都是目不识丁的农夫，而其典型便是《古诗源·击壤歌》中那安坐于文明源头的那位淳朴憨厚、悠然自得的老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样的社会及其传播活动，就像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绘的：

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的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
(18)



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人不打听身外之事，不传播各方消息，“剑外忽传收蓟北”、“闻道龙标过五溪”等，都表明新闻及其传播是自古皆然的普遍现象。不过，对此我们宁愿称其为传闻而非新闻。因为，对新奇事物的好奇过问是一回事，与身外世界的休戚与共是另一回事；消息的辗转流传是一回事，有序的新闻传播又是一回事。好比讲道理与讲理性看似相同，实则相距不啻道里计。

另一方面，伴随着唐宋之际的世俗化潮流，“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
(19)

 ，那种安土重迁、自给自足、节奏缓慢、内容单调的生活方式，正在实现一种历史性的跨越。于是，乡土的束缚一点点松动，现实的律动一层层加快，需要应对的事物层出不穷，与各方的联系交往也与日俱增。结果，不管是个体存在还是社会存在都不可避免地由整体趋于分化，终至散为琐琐屑屑的碎片。例如，南宋临安城内的行业多得令人瞠目：珠宝业、刀剪业、金银业、裱褙业、古董业、蟹行、青果行、糖蜜行、姜行、双线行（鞋行）、香水行（澡堂），等等。
(20)

 由男耕女织的封闭板块演为彼此依赖的多元格局（最初自然以城市为主），是新闻、新闻传播乃至新闻事业等一整套系统生成的文明土壤。丹麦的思想家克尔凯廓尔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言，新闻事业将造成一种心理状态，使人们越来越间接地与生活打交道。
(21)

 若从本源处讲，正是人们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从直接变得间接，才导致新闻事业的问世，才促使既往的传闻进化为此后的新闻，并推动传播行为由盲目无序演变成自觉有序。

尤为凸显的是，在这一由“直接”到“间接”的流转中，恰好出现了变无序流传为有序传播的技术手段——媒介。这绝非偶然的巧合，毋宁说是新闻史发端的征兆与标志。构成媒介的首要因素在于机械，即庄子所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也正是这一技术因素促使新闻传播走上专业化、标准化、社会化，一言以蔽之——有序化。显然，最早的媒介自然当属以印刷术为核心的传播机制。印刷媒介的诞生不仅使信息得以迅速、便利而广泛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信息网络中置入了第一个“中介商”，从而使以往传受双方的直接买卖变为经由媒介的间接贸易。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在我们看来，媒介的这一传播结构远比其传播功能更值得关注。因为，作为流通领域的中介商，是导致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变异基因；同样，作为传播领域的媒介物，也是促使无序的个体化传闻向有序的社会化新闻转型的中枢环节，其历史意味颇堪深究。若再联系到文明嬗替与媒介兴起相互吻合的背景，那就更耐人寻味了。众所周知，雕版印刷出现于唐代，成熟于五代十国，至北宋而呈广泛应用之势。这一过程适值古典世界消逝而近世社会萌生的时期，无怪乎谢和耐写道：

完全可以说，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得恰逢其时，因为当时正在扩张的社会阶层刚巧在试图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22)



似巧非巧，开西方近代世俗化历史之先声的文艺复兴，同样是与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大致相伴相生的，而西方新闻史的帷幕也由此拉开。

总之，无论是囿于常人的直觉感受，还是基于学理的逻辑辨析，都表明新闻是近世文明的衍生物或寄生体，新闻的生成是与世俗化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息息相通的，两造之间原有深刻的同构与对应，恰似斯宾格勒所揭示的那类情形：

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
(23)



一句话，只有在近世社会中活跃的新闻图景才定格成新闻史，而在古典世界展开的新闻活动只能积淀为传播史。

四

借用李鸿章《筹议海防摺》中的警言，唐宋之际华夏曾在不知不觉中也遭遇了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精神化贵族化的古典时代已夕阳西下一去不返，另一个功利化世俗化的文明形态正如日东升冉冉兴起。倘言鸦片战争后的变局来自突如其来的外部强力，那么唐宋易代时的变局则源于由来已久的内部演化。一者昭示着从古典的光荣转入近世的梦想（如铺叙北宋汴京的《东京梦华录》与详陈南宋临安的《梦粱录》所示），一者显现着从孤立的传统迈向一体的现代。与此相应，前者使传播史演变成新闻史，后者又使新闻史拓展为大众传播史——一个以新闻史为“意志”而以传播史为“表象”的世界。上述命题既在逻辑上成立，按诸历史也若合一契。最后我们就以唐代后期的新闻传播为切片，再对传播史到新闻史的飞跃做一历史的透视。

当今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越来越呈三分天下之势：按照邵建先生的形象概括，其一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其二是文人的“意义形态文化”，其三是大众的“意象形态文化”。
(24)

 这三套话语在本质上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的“政统”（朝廷）、“道统”（士子）与“传统”（民众）。而此三统在唐宋之际的大变局中，都不约而同地萌发出新闻传播的幼芽，都殊途同归地表露出从无序到有序、从传闻到新闻的趋向。

毋庸赘述，邸报是中国古代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媒介。通常说的邸报只是习惯性的泛指，实际的叫法则是多种多样。《宋代新闻史》的作者朱传誉先生，曾列举过宋代的一系列称呼：“邸报、邸状、报状、朝报、进奏院报、进奏官报、进奏报，甚至简称报。”
(25)

 这些不同的名称之所以统一于邸报，自然是因为它发源于州郡的“驻京办事处”——邸。戈公振先生曾根据《西汉会要》所谓“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而断言：“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
(26)

 此论流行一时，而今证明不足为信。首先，从道理上讲，“有了邸，不一定就有邸报”
(27)

 。其次，从史实上看，汉代的邸只负责呈递章奏，朝廷从不允许“留驻京师的藩邸享有公开发行邸报的特权”。
(28)



享有类似权力的藩邸，是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于京师设立的进奏院。
(29)

 知掌进奏院事务的进奏官（吏）又称邸吏，故其发往各镇的进奏院状偶然也叫邸吏状（《旧唐书·李师古传》）。不过，邸吏状虽是宋代以后各种官报的直系渊源，但与正式的邸报还相差很大，充其量“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30)

 ，或曰邸报的萌芽。其内容近乎内参，其形式埒于新闻信。其实，从报纸的演进过程看，中西新闻史都呈现着一条共同的轨迹，即最早出现的是新闻信，继而是新闻书，最后才是新闻纸，从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代的正式官报，这期间属于新闻信阶段；此后近千年一直都算新闻书一统天下的阶段；直到19世纪现代化浪潮涌起之际，中国报业才进入新闻纸的阶段。准此，则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不是报纸其实已无关紧要，其意义在于它是官报的源头，也是绵延近千年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先河。此其一。

大约从唐代开始，一向以道统自任的士大夫对一种小品式的传播文本发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并将其纳入文人的生活内容，这就是笔记小说。笔记小说虽滥觞于魏晋，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但形成气候则在唐代，而到宋代更是蔚然成风。“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
(31)

 。值得注意的是，笔记小说的兴起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潮流完全同步，本身正反映着信息的激增以及对琐屑环节的现实关切与内心嗜好。“这类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
(32)



笔记小说或因其体裁而被视为“随笔”，如季羡林先生所言：

“笔记”，就是随笔记录。这种书籍的量异常大，从古代就有。尽管不一定用“笔记”这个名称，内容则是一样的。一个读书人有所感，有所见，读书有点心得，皆随笔记下。
(33)



或因其内容而被归入“杂家”。以唐代为例：

有历史琐闻，如《隋唐嘉话》、《唐国史补》与《因话录》等；有考据辨证类，如《封氏闻见记》、《苏氏演义》与《资暇集》；有杂俎传奇类，如《玄怪录》、《甘泽谣》与《酉阳杂俎》；有文化生活类，如《教坊记》、《羯鼓录》与《历代名画记》；有男女婚姻故事类，如《霍小玉传》、《柳毅传》与《李娃传》等。
(34)



这些内容在当时属小道杂闻，在今天就算社会新闻。其中既有荒诞不经的“鬼话”，又有耳闻目睹的实情。真真假假，奇奇怪怪，“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解颐，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
(35)

 。于是，文人士子便以此种形式介入了新闻传播，从而在官方的正途之外另辟了一条报道“软新闻”的蹊径。用谢和耐的说法：

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新闻要素），均被准确地提供。
(36)



比起邸报，笔记小说更是一种社会化的媒介，尽管还不能径直称其为新闻媒介。此其二。

从信息流通上看，唐代民众的生活领域最突出的转机表现为讲唱艺术的异军突起。从唐代的俗讲、变文到宋代的鼓词、诸宫调以及说话人的讲史、小说等，这一面向底层百姓的传播形式越来越普及，影响越来越广泛。“据宋人笔记记载，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称为‘瓦舍’、‘勾栏’的娱乐场所，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最流行的是说话。”
(37)

 施拉姆曾把艺人的巡回演出称为“面对面媒介”（face-to-face media）。
(38)

 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唱活动也可以说是民间信息网中的第一个媒介，由于它的出现而使口耳相传的亲身传播变成坐享其成的间接接受。如此一来，以往混乱无序的传播行为便受到—套规整有序系统（媒介）的制约，除生活起居的信息之外，百姓对时事的了解、历史的认识、世态的把握以及生活价值伦常观念的体悟等，便往往借助于此传播系统。诚然，说唱艺术所传达的多为旧闻，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说岳全传》甚至三国故事等。但在差不多“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这一切对蒙昧混沌的广大民众来说，足以构成报道身外世界的新闻了。至少通过这种讲唱媒介，百姓的内心世界已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封闭状态转入“话说天下大势”的开放层面了。借用无所不在的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这实际上是一个从熵值增加到负熵增加、从系统的平衡态到非平衡态或者简单说从信息量的递减到递增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新闻传播从无序到有序的嬗替过程。此其三。

上面三点即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活动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按照宁树藩先生为新闻所下的定义——经过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信息
(39)

 ，此三者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所生成的最早新闻，当然这是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说的。而这方面的发展都为本篇主旨提供了事实依据，使之趋于经验与超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总括起来讲，唐代既是古典世界的终结，又是近世社会的开端；与此相应，既往的传播史演化为后来的新闻史（新闻史又为19世纪中叶开始的大众传播史营造了历史氛围）；两者嬗替与过渡大致处于唐代的后期，其间新兴的进奏院状、笔记小说与讲唱活动三种早期的原始媒介，使新闻传播全方位地从无序走上有序，实现了意义重大的一次飞跃。这是我们为唐代新闻传播建构的一个大图式。当然，正如开篇所言，这一大图式与其说是历史科学的现象描述，不如说是历史哲学的解释框架。我们不求达到W．H．沃尔什所期许的那种历史哲学：“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使我们信服他的观点是正确可靠的；读过他的书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仿佛是用另一双眼睛看世界了。我们从形而上学家身上学到东西所用的方式，与我们从肖像画家或哲理诗人那里学到的东西的方式是一样的。”
(40)

 我们只望不至于沦为R．G．科林伍德所批评的那种历史哲学——或把事实搞得混乱不堪，或把事实弄得支离破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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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再反思
(1)




【内容摘要】
 中国之有新闻业以及新闻史离不开所谓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亦即“古今中西”问题。围绕现代性及其话语迄今形成两种思路，一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论思路，包括“走向世界”“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路径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化路径；一为从文明体系到现代体系的文化主义思路。与之相应，似可分出不同类型的新闻史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借以在广阔的文明背景下追寻中国新闻业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传统　现代　文明　新闻史

一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常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借用顾诚《南明史》开篇的精彩文字来说：“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和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
(2)

 应和着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局，林林总总的理论思想和学术话语纷至沓来，潮起潮落，围绕着现代化以及所谓现代性
(3)

 ，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尤以1919年的五四和1989年为高潮。简言之，各种现代性话语似乎不外“古今中西”四个字，而古与今、中与西又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参透这四个字，也就差不多把握了现代中国的变迁脉搏。

关于古今中西的现代性问题，迄今形成两种基本思路。一种可以概括为“传统与现代”，亦即进化论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中国在遭遇西方冲击前，长期处于封闭、保守、停滞的状态，清代更是带有封建、专制、落后的胎记。而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则体现着文明、进步、开放。所以，中国无论救亡图存，还是走向世界，都必须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种思路又分为两种不同或对立的路径，一种不妨称为“自由化”路径，如美国汉学鼻祖、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冲击与反应”模式（impact and response）。这一路径将西方的现代化冲击视为近代中国一切变化的枢纽，故着眼“走向世界”“国际接轨”，就像胡适倡导“全盘西化”
(4)

 ，今天一些人宣扬“新四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一样。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的“世界”显然不包括亚非拉，如老挝、圭亚那、埃塞俄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这里的“国际”也不关乎《国际歌》的“英特耐雄纳尔”（internationale），这一路径的“世界”“国际”往往是以“西方”为主的政治概念。所以，遵循自由化路径的现代性叙事，自然认同“西方中心论”，推重西方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传统等，并以之作为分析、评判和规划中国社会的圭臬。如清末民初的“新政”，就被视为层层推演、步步深入的西式现代化的三部曲——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思想层面的五四运动，而今天与未来的中国只是延续这一路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当下扰扰攘攘的“普世价值”，并不在于本身有什么问题——“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而在于其中蕴含的文化政治意味。中央电视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2003）以及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2006）、《公司的力量》（2010）等，无不尊奉这套叙事逻辑及其文化政治。而《走向共和》等的主创人员，多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的新闻记者。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在小说《春尽江南》里，借一对夫妇的对话生动展现了这一路径的现实意味：

庞家玉从北京打来电话。端午问她，为什么闹哄哄的？他什么也听不清。

“我和朋友们正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吃饭。我出来了。现在听得清楚吗？”家玉似乎有点兴奋。

她提到了上午听过的一个报告。报告人是一个姓余的教授。他讲得太好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们在吃饭时仍在争论不休。报告的题目似乎叫做《未来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

由于夫妻二人本来可聊的话就不多，再加上庞家玉在明显的激动中情绪亢奋，端午只得假装自己对所谓的“四大支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哪四大支柱啊？能不能简单地说说？”

“第一是私人财产的明晰化，第二是宪法的司法化，第三是……后面两个，怎么搞的？我这猪脑子，等我想想。”

“是不是代议制民主和传媒自由啊？”端午提醒她。

“没错，没错。就这两条。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神了，你又没听过上午的报告。”

“狗屁不通的四大支柱。不过是食洋不化的海龟们的老生常谈，”端午刻薄地讽刺道，“你可不用瞎激动，人家余教授的支柱可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5)



另一种路径可谓“革命化”，也就是耳熟能详的主流叙事，即两大“基本矛盾”推演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具体说来，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断加剧，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由此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使中国社会告别传统文明，步入现代文明。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按照革命化的逻辑及其叙事，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部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一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幸福的历史。这一历史叙事及其意义，被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一对影响甚广的思想范畴——“启蒙”与“救亡”，成为上述两条现代性路径的典型对举。按照这一双重变奏说，现代中国的主题是“启蒙”，即以西方现代化模式，对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精神、制度等进行再造，使社会摆脱传统束缚，使个体获得身心自由，成为文明进步的现代人。然而，由于“救亡”的严峻现实，列强侵凌、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次次迫在眉睫，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到日寇侵华，“启蒙”的进程不得不一次次被迫中断，被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取代。90年代后，李泽厚在海外发表“告别革命”的谈话，重申启蒙价值，批判革命路径。
(6)

 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激辩，“冰点”停刊整顿，更是构成两条思想路径的一次现实冲突。

深究起来，革命化与自由化的路径看似各行其是，但都致力于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目标，热望将中国从传统导入现代。即便时贤诟病的革命运动同样如此，汪晖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中国革命也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它既受到现代性的制约，又试图冲破现代性的逻辑。”
(7)

 比如，新中国一成立就确立了工业化目标，“文化大革命”后期更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即使以聚讼纷纭的“自由”为例，自由化路径固然念兹在兹，而革命化路径又何尝不追求自由的理想，就像1950年的《歌唱祖国》一曲唱的“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像一位开国将领给女儿信里写的：“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只不过革命化路径更注重共同体的命运，自由化路径更强调个人的选择，即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以“总体的自由”与“个体的自由”所做的分析：

中国的大同式近代比起个人自由更志向于总体的自由，而这种排除个人自由即私人自利的、反专制性质的总体自由，由于其排除个人私利的独特的共和原理，从而使民权主义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同时和经济上的总体的自由，即追求四亿人民总体的丰衣足食的民生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同式的近代不是通过“个”而是通过“共”把民生和民权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同心圆，所以从一开始便是中国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近代。
(8)



特别是，革命化与自由化的路途及其叙事虽然政治上或分道扬镳，但思路上又遥相呼应，二者其实共享一个隐含的思想前提：古代野蛮而现代文明，中国落伍而西方先进。举例来说，这一思路及其叙事，不管是革命化路径，还是自由化路径，“都异口同声地将19世纪以降的中国历史描述为一个衰落的过程。准确地说，那本是清朝政治体制的衰落，可在那些描述中，却似乎成了整个中国本身的衰落”
(9)

 。与此相应，按照这一“传统与现代”的思路，中国现代自然成为“外因”主导的进程，而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就从时间上的古今问题，转化为空间上的中西问题，从而遮蔽了更为关键的“内生”因素。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年，革命化叙事弘扬孙中山爱国，自由化叙事批评孙中山激进，诸如此类的理解固然不错，只是囿于从传统到现代的思路，而不免缺乏更为深刻宏远的视野。比如，孙中山的“王道”思想就源于中国数千年的“大同”意识，“大同思想不仅影响了孙文，而且还构成了中国共和思想的核心”
(10)

 ，而大同思想的精髓正在于中华文明的“万人各得其所”：

正如孙文把革命的目标设定为“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三民主义》）一样，中国共和革命的一个特征就在于以满足天下所有人民的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例如，就人权而言，欧洲的共和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确立私有权为基础的政治权利上的自由和平等，而中国的共和思想为了满足四亿人民全体的生存需求，以大同调和为基础，更志向于反“大私
 ”性质的经济上的平等。因此，“民权”也就意味着多数者为了反抗少数者的专横自私所追求的全体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国民权
 、人民权
 的意思。这和欧洲包含了个人经济活动的无限自由，即以个人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权利从一开始就大不相同。
(11)



随着20世纪末“新启蒙”的分崩离析，犹如20世纪初五四阵营的分道扬镳
(12)

 ，“文化自觉”意识日渐觉醒，陈寅恪当年心仪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益为人青睐。2011年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0年刘云山在《红旗文稿》上发表长文《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等，更使文化自觉进入高层战略思考。2004年设立的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论坛，在其编辑的年度报告之总序里就文化自觉写道：

可以用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关切和思考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与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其他文化与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13)



概言之，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文化自觉及其引领的“民族复兴”潮流下，传统与现代思路正面临新的转机，尤其是自由化路径更显出固有的局促与逼仄。

二

相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另一种思路，姑且概括为“文明与现代”。按照这种思路，古代中国属于一种文明体系，不同于以现代西方为典范的民族国家体系
(14)

 ：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
(15)



（中国）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种独特的文明秩序。
(16)



按照传统的政治理念，国家不是一个法律建构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或文明实体。
(17)



与凝固为古典的文明体系相比，现代体系或现代文明虽有层出不穷的阐述，诸如理性化、世俗化、科层化等，但都不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语中的：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18)



打破成规，追求变化，让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就是现代的鲜明标志。尽管现代文明多以西方为先导，甚至为样板，但“现代”并非单数的概念，而是复线的进程。换句话说，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一种固定模式，而是由多种多样的路径所构成的多元化图景。古典的文明体系是多元的，变化的现代体系同样是多元的。至于从文明体系到现代体系乃属于不同文明形态的转换，也不存在一条不断上升、不断进化的单一路线。事实上，作为不同的文明体系及其分析框架，古典的文明国家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往往圆凿方枘，犹如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与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体系，顾炎武区分的“亡国”与“亡天下”可以视为象征性分野。
(19)



众所周知，现代的民族国家以确定的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利益共同体为标志，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体系则以天下意识、礼乐制度、朝贡关系等文化共同体为特征，其间差异不亚于诗人心中的嫦娥奔月与科学家手里的航天飞机。举例来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现代经济学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利益算计，而中华文明的经济乃在“经世济民”。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等思想家都曾指出，古典文明围绕着人们的“需求”（need）而展开，现代社会则以满足人们的“欲求”（want）为鹄的。需求属于生理层次，故有限度，欲求属于心理层次，故欲壑难填。无怪乎，现代的科技发明、消费主义、广告传媒乃至民主自由等，最终使人处于永无餍足的欲求之中。
(20)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强世功就此写道：

现代的弊端，即把古典政治思想中贬斥和摈弃的激情（passion）和欲望（desire）看作是现代政治的起点，并把利益（interests），看作驯服欲望的工具，政治的全部目的就是将人们的激情和欲望导向利益的最大化计算。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孟德维尔的“蜂蜜的预言”；无论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性计算来建立政府，还是通过野心制约野心来“驯服君主”，都是按照现代的逻辑来理解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
(21)



推崇古典文明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分析了古典体系的“天然正确”（natural right），如何已被现代社会偷换为“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
(22)

 ，前者确立的是一种高贵神圣的德行原则，后者推崇的是一种功利算计的世俗原则。

不无巧合的是，经典物理学被现代物理学取代的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史观”。在1918年问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里，他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如生命有机体，存在着自身的年轮与周期，世界历史就是由一个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构成的。这一思想既质疑了西方中心论，又颠覆了历史进化论，同时也开启了“文明与现代”的思路。如果说经典物理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分立集中于时空观，那么文明体系与现代体系的差异则突出体现于政治哲学。在赵汀阳看来：“以国家为政治的标准分析单位只属于西方政治模式，这不能覆盖所有的政治模式，比如说中国政治的标准分析单位就是天下（世界）。”
(23)

 中国人的天下观，早在文明初启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就已显露，就像诗经吟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蕴含于中国人自古及今的心胸与襟怀，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

“天下”比西方思想中的“世界”概念有着更多更重要的含义，它是自然地理、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是一个饱满的世界概念。……西方政治思想中没有关于整个世界的政治世界观，世界就总被看作是自由争夺和掠夺的“公地”，更无所谓世界利益，而只有国家利益。这一有缺陷的政治意识鼓励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世界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掠夺，一直到非常晚近才开始意识到世界出了问题。
(24)



这种天下意识及其实践不仅意味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于天下，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只是远近亲疏关系”
(25)

 ，而不是对抗性关系，而且更意味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人共享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价值：

天下体系的“无外原则”蕴含至少两个重要结果：（1）既然“天下”与“天”一样都是世界万民的公共利益和公共资源，天下理念就拒绝了把他者看作不共戴天的异己。这一点决定了天下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和”，即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谋求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2）既然世界多样性是天经地义，天下体系就拒绝单方面推广某种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生存空间。这是“礼不往教”的文化原则。《礼记》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别人自愿来学，与强加于人显然完全不同。
(26)



由此也可知，中国古代为何只闻“取经”而不闻“传教”，但见西天路上的仆仆风尘，鲜有延续千年血与火的“宗教战争”或“传教战争”。

按照天下一家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和平与和谐自然成为中华文明的首要原则或最高原则。天下政治一向将天下太平视为根本，所谓“和为贵”、“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等都体现着这种集体无意识，并且至今隐含于“稳定压倒一切”等话语。杨昂《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3-1799）》一文，在肯定清帝国政治遗产之际，就特别强调“完整的疆域，整合的政制体系，多元融合的民族，自由发展的宗教”
(27)

 。显而易见，中华文明体系的和平与和谐原则迥异于现代体系的暴力原则或冲突原则。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悲叹：“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
(28)

 如果说天下政治以治乱兴亡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那么现代政治则以意识形态作为判定一切的砝码，乃至“许多在当代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都是政治意识很强的，例如施密特的敌友理论、柏林和海耶克对积极自由和专制的批评、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萨伊德关于东方学、列奥·斯特劳斯理解的古今之争、罗尔斯的公正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哈特和内格瑞的新帝国理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29)

 。这些理论同现代世界的关系容或见仁见智，但显见的事实是伴随着这些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当今世界连绵不断的冲突、争斗、战争、动乱，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称之为“起火的世界”。

既然治乱兴亡是天下政治的核心，那么为了天下太平，就不能不将天下人的身家性命纳入政治考量，不能不将“天理民心”作为天下太平的基石。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显然，天下政治不能仅凭暴力，再强大的暴力也不可能统驭天下，更不可能持久，天下太平归根结底还在于人心以及化育人心的文化，就像中国古代的“怀柔远人”。孙子早就意识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孙子·谋略篇》）诸葛孔明“七擒孟获”传为千古佳话。在卡尔·施米特等现代西方政治学家看来，政治的要义仅仅在于“区分敌友”，而在中国的文明理念里，政治的化境更在于“化敌为友”。毛泽东曾以大白话教导胡耀邦：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为此，固然需要公平、正义，“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等贵贱”；同时更需要文化及其濡染、化育、感召与熏陶，以塑造与引领更有意味的人生。古代特别是先秦的礼乐制度之所以发达，原因也在于此。同样，世界各大文明体系无不将人心而非强权视为政治的根本，将文化而非利益视为长治久安的根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无不致力于世道人心，曾以武力纵横欧亚非的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数百年而终不敌其浸淫，最后连帝国皇帝都归顺了基督教。在文明体系中，政治的最高境界从来都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与文化领导权：

较高的文明不仅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水平和物质生活，而且意味着更有魅力的精神生活，因此容易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民心向背终究是任何一种政治权力的根基。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意味，尽管人们反思到这一点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精神生活不仅能够吸引人，而且能够统治人，事实上，精神生活是统治的完成形式，只有当完成对人们的心灵统治才最后实现了统治。心灵上的同意是对一种政治统治的自愿自觉认同，因此，心灵的一致认同是政治权力的最后基础。只有能够创造一种为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精神生活，才能充分有效地维持政治秩序。
(30)



总而言之，古今中西乃属不同的文明体系及其话语，不存在一条自西徂东、一路上升的历史直线，总体上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别。文明体系与现代体系的差异不应该是价值谱系的你高我低，而应该是价值排序的你先我后，就像古代与现代都讲美德，也都讲权利，只不过古代更崇尚“美德”优先，而现代更追求“权利”优先。想想1848年英国帕默斯顿勋爵在下院的那段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同样，如果说文明体系的自由在于推崇人的尊严，那么现代体系的自由则在于追求人的利益。下面是试着为两大体系及其价值所排的序列：



	文明体系
	现代体系



	美德为本
	权利为本



	德行优先
	利益优先



	内在自由
	外在自由



	内心自律
	身外法律



	天下无外
	国家至上



	需求驱动
	欲求驱动



	朝贡关系
	外交关系



	文化主义
	民族主义



	乡土社会
	都市社会



	……
	……




与进化论的“传统与现代”思路相比，“文明与现代”思路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二是更契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三是更体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借用作曲家瞿小松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来说：

以我小学层面的地理知识，我知道：非洲有一条大河，叫尼罗河；南美有一条大河，叫亚马逊河；欧洲有伏尔加河、有多瑙河、有莱茵河、有易北河；古代的亚述，现今的伊拉克，有幼发拉底河、有底格里斯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澜沧江、有长江、有黄河。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我这个小学生不晓得的河流。众多的河流所滋养的繁盛物种，众多的江河所流经的高山、丘陵、戈壁、平原、森林、草地，使得我们生息繁衍其中的地球，我们的这个家，丰饶，有趣，可爱。这所有河流所孕育的文明，如果说伟大，它们同等地伟大；如果说无足轻重，它们同等地无足轻重，因为从月球、从太空远眺地球，溪、涧、江、河，所有的流，我们一概不见。
(31)



三

超越“传统与现代”思路，开拓“文明与现代”思路，对古今中西问题以及中国现代史包括新闻史，就会形成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大度的胸怀、更加持平的心态。一百多年前的1906年，25岁的鲁迅在《文化偏执论》里，已敞显了这样一种视野、胸怀与心态：“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如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人们对此已有越来越自觉、越来越自信的体会，就像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2010年写到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偏见或政治偏见有所反思，并能抛开狭隘的个人恩怨，从文明、民族和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看待中国近代以来曲折的现代性探索，包括中国革命、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及中国崛起等这些前后相继的历史事件，我相信大家都会对“中国”这个概念有所感悟。
(32)



从文明与现代的思路可以说，现代中国不管如何波涛翻涌，怎样风云变幻，一方面固然属于应对外来冲击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更属于文明体系的转换过程。这个纷纷扰扰的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虽然由种种现实因素所促成，恩格斯的“合力论”，今天的“博弈论”，都有助于理解其错综复杂的背景；但并没有了断，也不可能了断自身的文明基因，即使貌似激进的东西同样既回应着外来潮流，更植根于、生发于内在的文明土壤。比如，沟口雄三对“天”这一概念的阐发：

被历代王朝所继承的“天”的统治观念（民以食为天、均贫富、万物各得其所等）不断地变换着其结构形式，依然基本上被继承了下来。例如，清末的大同思想、孙文的民生主义（四亿人的丰衣足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等。这一事实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统治理念的“天”，实际上是民众的声音。在中国，有关“天”的统治理念，本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管社会主义的名目如何，对于中国人民的整体性的生存而言，“天”（相互扶助）的理念是无法轻易抛弃的。
(33)



再如，政治学者强世功教授对新中国政制的论述：

共产党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阶级，也不是民族，而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就在于这个阶级概念的背后，有着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理想。而这个“国家”也不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而是传统儒家的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得他们看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拯救全人类的途径。由此，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
(34)



就像没谁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中国的“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明等，不能不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烙印，所谓“中国特色”不是什么人随便强加的，也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遵循这样的思路，当能避免总以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问题，尤其是避免以刻舟求剑、南橘北枳的心态强求数千年文明延续不断的中国，从而对文明转型的一整套探索与顿挫多一份同情与理解，对前人的一系列成功与落败多一份温情与敬意。在我们看来，晚清也好，民国也罢，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也好，后三十年也罢，落实于实际层面无不属于“现代国家”的生成过程或建设过程（state-building）。具体说来，也就是一个“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程”
(35)

 。用沟口雄三的话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以贯之地所追求的基本上是两个长期性课题——吸取西欧文明、推翻王朝制度并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国家体制”
(36)

 。显然，这是一项包罗万象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按图索骥。而无论工程多么浩大繁杂，艰难曲折，以五千年文明国家的深沉底蕴、聪明智慧与刚毅坚卓，当年仁人志士追求的“振兴中华”已日益成为今日“民族复兴”的愿景，借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此的概括，共产党成立90年来完成的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相应于“传统与现代”和“文明与现代”的思路，隐然形成不同的中国新闻史叙事。大略说来，“传统与现代”一路的新闻史依然占据主流，如中国新闻史权威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以及十之八九的新闻史教科书大抵如此。其中“革命化”叙事由于共享主流价值，并承载为主流媒体出思想、出人才之责，更是始终主导着新闻史学科。不难理解，随着80年代以来层层涌动的“告别革命”、“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等思潮，“自由化”叙事也开始吹皱池水，甚至时或波涌浪翻，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一道对中国的新闻实践与新闻话语形成冲击之势，如张育人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等。总体看来，“传统与现代”一路的叙事既细致勾画了新闻史的演进轨迹，又深入揭示了新闻史的内外动因，对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厥功至伟，并构成中国新闻传播之学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受制于根本思路的局限，无论革命化新闻史，还是自由化新闻史，都难免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打个比方，革命化勾勒了长江，自由化描绘了黄河，而问题在于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大江大河，更有数不胜数的高山湖泊、草原牧场、平原盆地、戈壁沙漠，等等。

伴随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如今“文明与现代”思路渐如春风徐来，草长莺飞，新闻传播领域也不例外。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明确宣示了六大“国家核心利益”之际，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观，从中不难看出“文明与现代”的思想逻辑：

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先进科技，留下的是和平与友谊。

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注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外待之以礼，实行睦近交远。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局既是现代文明的启蒙历史，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历史，同时更属于现代国家的生成过程、建设过程。与之相应，新闻业除了高高在上地启蒙大众，如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除了星火燎原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民众，如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同时也是一面为纷繁复杂的现代国家体系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平台与传播网络，一面日入日深地“型塑”必不可少的世道人心，从而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认同上形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将文明体系的天下之民或“散沙之民”（孙中山），变成现代国家的一国之民——“国民”。另外，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也如血脉一般渗透于现代新闻业，从而形成不同于西方新闻业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比如，以往新闻史将王韬、梁启超、《大公报》等“文人论政”归结于现代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视之为“新闻自由”的一条历史脉络。而从“文明与现代”的思路看，文人论政其实更是赓续着春秋诸子的百家争鸣、汉代太学生的参政议政、明代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等精神衣钵。再如，一些研究常常批评中国的典型报道，认为不符合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其实，在这些看似“高大全”的典型报道中，无不若隐若现地体现着中华文明激浊扬清的道德传统。

如今，诸如此类的研究已如春草绿色，春水绿波，耳目一新，值得关注。例如，北京大学吴晓东博士的学位论文《〈长河〉中的传媒符码》（《视界》2003年第12辑）、四川大学李涯博士的学位论文《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再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樊亚平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漫博士的学位论文《元代传播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王华博士的学位论文《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与建构（1949-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牟邵义博士的学位论文《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信息传播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取舍万殊，但共同点仿佛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摆脱进化论思路，从更加广阔的文明背景上探求新闻传播的丰富内涵。举例来说，按照“革命化”叙事，19世纪传教士报刊难脱文化帝国主义的丑恶印记，而在“自由化”叙事中则被视为先进文明的宁馨儿，就像2011年出版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一书序言所写的：

传教士中文报刊介绍了相当丰富的西学知识，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到工程技术，无所不涉。其中，相当多的知识为中国人此前所不知，或较中国已有之知识先进。
(37)



这一路研究及其认识当然都有充分的理据与道理，也在相当程度上触及问题的根本与实质。不过，世纪之交，留美学者刘禾对19世纪列强话语政治的独到研究引起学界热议，其中涉及传教士问题不仅体现着一种“文明与现代”意识，而且对理解当时新闻传播也不无启发。
(38)

 与此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巍，关于电报网络的所思所见对清末民初的新闻史研究同样提供了广阔视野：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引进的各种技术和制度（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邮政系统、房屋编号、国语统一、国民教育体系、强迫教育等），为日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技术、制度和社会诸方面的基础，不能为了把1917年神话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将其一笔抹杀。长城非一日建成。

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消息能在同一刻传遍全国并形成举国同庆的场面，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网的设立，使这个处在“空洞的、异质的时间”中的古老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各地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共时性。
(39)



当然，眼下“文明与现代”一路的新闻史研究还任重道远，不仅因为许多材料还有待发掘，许多问题还有待探究，许多认识还有待厘清，而且更关键的还在于“解放思想”，像《国际歌》唱的“让思想冲破牢笼”，特别是冲破数百年来桎梏人类思想的一套话语，刘小枫对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解读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施特劳斯倡导的政治哲学突出“古典”的规定，首先意味着从根本上质疑现代“盲目而热烈的”“主义”（无论保守、“左倾”还是自由主义）——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引进施特劳斯，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由此得以摆脱百年来对西方现代的种种“主义”“盲目而热烈的”追逐。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二个理由就在于：对现代之后的西方文教制度的学理基础，我们应该抱持审慎的态度。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教育为我们提供了契机，因为，古典教育要求我们瞩目古代的高伟灵魂，这只能见诸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讲是非、好坏、对错、善恶，必须基于一套道德原则，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文明，早就已经总结出这样的原则，现代的社会科学废除了这些原则，“在地上”另立原则，我们必须寻回古典的原则，才能挽救我们作为学人的道德－政治品质。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三个理由就在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让我们懂得，中国之“道”百年来面对的仅仅是西方的现代之“道”，而非西方的古典之“道”，使我们得以摆脱以现代西方之道来衡量中国古典之道的习惯立场，摆脱现代西方文教体系中的种种“盲目而热烈的”政治想象。
(40)



由此观之，值得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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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让我们追寻那诗意的境界


经过一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辛苦劬劳，这篇博士论文总算杀青了。此时此刻，自是感慨良多；千言万语，却又欲说还休。唯有庆幸有缘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子，庆幸能够忝为方汉奇先生的一介门生。母校厚德载物，师恩山高水长——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回想两年前那个暑热难捱的夜晚，当我为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论文选题而辗转反侧时，一道灵光仿佛倏忽闪过。于是，“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兀然而出！那一刻，就像跋涉的朝圣者蓦地瞥见圣城，既诚惶诚恐，又欢欣雀跃。

一方面，就此选题而论，自忖并非合适人选。因为，我既对唐代史知之不多，又对新闻史涉猎甚少，尚未入门，遑论研究。而另一方面，内心又隐然腾起“非我莫属”的冲动。其间，除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年轻气盛外，还有那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

据说汤因比尝言，要是容许自由投胎，那么他最愿意生活在9世纪的新疆北部。此言令我怦然心动！9世纪于中国乃属自己神往的大唐时代，而新疆北部则是生我养我的一方热土。由此构成的时空坐标，正是我生命世界中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么说来，情形便似普希金的诗句所云：“我整个的生命是和你必然相会的保证……”

不过，踏上这条“荒芜英雄路”之初，心底对所欲追寻的目标并不明确。你来我往的思路，就像不知驶向哪个港口的航船，但觉八面来风都是逆风。起初，原想做点严谨凿实的“朴学”，借用兰克的话说，“只打算完全如实地说明事实的真相”（《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初版序言），即所谓“如史直说”。

应该承认，这种想法里也含有对自己以往偏重高蹈之思而轻略实证之学的自省与矫枉。记得钱锺书的弟子张隆溪说过，乃师对建构宏大的体系和成套的理论不感兴趣，而与弗雷泽的治学理路不谋而合：“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纯粹在事实上爬梳钩稽不仅有悖自己的性情，而且其意义也值得推敲。倘如傅斯年所说，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么史学的价值何在？史料的厘正与堆积又有何用？进而言之，对隐匿于历史黑洞中的名物，若不以鲜活的心镜去洞明，去烛照，从而赋予灵动的生命，那么漫漶如许的断烂朝报究竟干卿底事？

于是，我再次想起那个直逼本源的画面。一次，布洛赫的爱子向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发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为此，布洛赫正襟危坐写下那部传世名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其中着力阐发的思想，就是史学不能仅限于现象的客观描述，而应凸现生命的意义与感悟，为人生贯注一脉美好的诗意。

事实上，追寻诗意本是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布洛赫说得好：“（历史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一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历史学家的技艺》导言）

在刘知几揭示的三条史家标准里，首屈一指的也是诗意（才），其次才是学术（学）与思想（识）。而对唐代来说，彰显诗意更是不言而喻。作为饱满的生命、流宕的精神和自然的心性之流溢，诗意可谓唐代文明的灵魂。借用T．卡特的精妙概括，唐代“是一个新生与青春的时期，是一个抒情诗”的世纪。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论文搁笔之际，对自己到底解决了多少学术问题，我不敢心存奢望。唯一尚可欣然的，是唐代与西域的同构气象使我得以抒写鼓荡其中的沛然诗意。因此，就我而言，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生命洗礼。

末了，我不能不对诸多师友，表示深深的谢忱！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篇博士论文的各位评审委员和答辩委员。他们的谨严、学识及风范，使我获益良多。对此，自知再多的表白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只想把他们的尊名开列于此，以志感念：

宁树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评审委员）

丁淦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评审委员）

姚福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大学》主编——评审委员）

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评审委员）

谷长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评审委员）

陈业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评审委员与答辩委员会主席）

赵玉明（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

刘建明（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答辩委员）

明安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答辩委员）

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答辩委员）

郭镇之（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答辩委员）

李　彬

1998年6月2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研一楼745



修订版补述

本书1999年付梓以来，转眼已有十五个春秋。为了此次修订，过去一年又将《资治通鉴》通读一遍，每见字里行间当年留下的眉批，恍兮惚兮就像穿梭于时空梦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更真切地感到“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文字，如今读来不由心领神会：

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集，浩如烟海；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目前所为，旋踵遗忘……

为此，修订版唯有尽力，不敢奢求，除校订差错，弥补前愆，拾遗补缺增添一点内容，斟酌损益更改一些文字，最后还附有一篇近作，既属这些年的点滴心得，又多少延续着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思路。

通常而言，学位论文写什么题目，就会对什么专题发生好感，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出版社送来的书稿清样校阅完毕之际，恰好读到诗评家李元洛追思晚唐诗人郑谷的散文《千年如在觅诗魂》，结尾抒写的意境令人悠然神往：

环目四顾，寂寂无人，青山仍青着从唐代以来就青着的青色，溪涧仍溪着从唐代以来就溪着的溪声，只是再也寻不到郑谷的一角衣衫，半枚履印，再也找不到读书堂的一截断瓦，半口残砖，诗人早已走进了云烟深深深几许的历史。蓦然回首，山林间居然有一匹悠闲的白马，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低头嚼着青草，那该是当年郑谷的坐骑的子孙后裔吧？

且让我纵身而上，快走踏清秋，从古驿道直去唐朝。
(1)



除此人之常情，攻读博士学位于我还有更深意味。因为，在自己的求学与心路历程上，《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是个转折。如果说此前兴趣在舶来的传播学理，并兼及欧美新闻传播业的话，那么十八年前拜方汉奇先生门下受业后，思想与学术不知不觉发生转向——关注中国问题、聚焦文化政治、追求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等，而探究唐代新闻传播就是一次粗浅的学习与尝试。

如今时过境迁，愈感本篇习作不仅是爬罗剔抉的学术苦旅，而且更是清明高远的思想洗礼。正如书中所示，唐代是一个英姿勃勃的英雄时代，一个生机勃勃的青春时代，清季汇编的数万首《全唐诗》犹如涛声远逝的袅袅余响。在人类文明史上，如此阳光明丽的时代，也许只有古希腊可堪媲美。而不可比拟的是，唐代文明辐射辽远的疆域，精神光焰更穿越历史的天宇，旦复旦兮，光华灿烂。尤其印象鲜明的是，唐代具有一种罕见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诚可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说到开放，当下每个国家都自诩开放，每个人也喜欢自视开放，而关键在于对什么开放。赵汀阳一语中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对新事物而非异质事物开放。向新事物开放，谁也不会真正感到深刻的痛苦。西人最终不也接受了日心说、进化论、精神分析等最初令其愤怒不已的思想嘛。至于面对异质事物，精神世界的开放之门则仿佛重如泰山了。当今流行的“我不赞同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穿了无非是一种温和的异教徒意识或原教旨主义。

当初撰写论文后记时，特意提到汤因比的一个夙愿并心有戚戚：西域与唐代的交错时空，是他心向往之的生命家园。在学术思想上，汤因比向以文明比较论著称，想来这一祈盼同其考察各大文明的感悟不无关系吧，而中国西域正是几大文明交相辉映的胜地。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浸淫辉煌灿烂的文明天地，沐浴吞吐日月的精神气象，人的生命格局怎不开阔，怎不明朗，一如李杜诗歌，光焰万丈，亦如贝多芬炽热光辉的交响曲，扶摇直上九万里。也因此，笔者对各路原教旨不免敬而远之。

拙著曾蒙黄春峰先生的青睐，收入新华出版社“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如今又得益于翟江虹女士的美意，有幸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学文库”。另外，修订工作得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海波与硕士研究生刘恋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李　彬

2014年从教三十载附识于清华园



————————————————————


(1)
 李元洛：《千年如在觅诗魂》，载《人民日报》，201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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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为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多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爱护。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屹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序言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对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开始在社会发展与大众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成为社会公众新的话语平台，随之而生的新媒体舆论作为一种新的舆论形式，成为社会总体舆论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孙志刚案”、“宝马撞人案”、“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等，都说明新媒体舆论已从影响甚微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主流位置，成为各类社会事件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主流舆论的组成部分。

“新媒体”其实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从技术上看，“新媒体”是数字化的；从传播特征看，“新媒体”具有高度的互动性。“数字化”、“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内涵会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发展，但以人类传播史的角度而言应是一个时代范畴，特指“今日之新”，而非“昨日之新”或“明日之新”。“新媒体”的新是以国际标准为依据的。一些在国人看来是“新”的媒体形式，在发达国家早就有了，不能成为新媒体，例如车载移动电视。

我们将新媒体定义为：借助计算机（或具有计算机本质特征的数字设备）传播信息的载体。目前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因为只有这两者才具有真正的互动性。互联网本身就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当今的手机已经不再是移动电话，而是具有通信功能的迷你型电脑。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如下特征：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但是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新媒体的外延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革命意义。新媒体不仅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成为传媒产业的支柱，而且也是多学科研究的热点。

与新媒体的发展同步，新媒体舆论也逐步成为社会舆论的主体。

新媒体舆论是指在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上传播的公众对焦点问题所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亦是现实民意借助于新媒体的表达。

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称，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提升至78.5%。69.5%的网民通过台式电脑上网，相比2012年年底下降了1.1个百分点。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为27.9%，规模达到1.65亿。

新媒体的舆论化趋势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言论平台，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但新媒体的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征，以及传播内容的不可预知性、群发转发的不可控制性，使得“把关”难度增大。“把关”机制失效或缺失，加之整个行业发展环境和新媒体环境还不规范，新媒体的舆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新媒体舆论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新媒体舆论是一个崭新的而且涉及面很广的研究领域。在国际上，与国内研究最相近的研究是网络危机传播。在国内，新媒体舆论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综合性研究：如北京大学谢新洲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舆论影响与利用研究”等。

（2）经验主义研究：主要是对网络舆论的量化研究，网络信息的内容分析。如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著《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等。

（3）案例研究：主要体现在各种案例库中，专著方面有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张树庭教授的《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华中科技大学余红教授著《网络时政论坛舆论领袖研究——以强国社区“中日论坛”为例》等。

（4）对策研究：此类论文数量最多，但是不少论文提出的所谓对策缺乏新意和可操作性。

不过，国内外关于新媒体舆论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理论框架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点，而这正是本研究的重点。关于新媒体舆论的理论框架研究，国外多借鉴混沌理论模型，国内较早研究的论文有匡文波的《论新媒体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及其对策》，以及其博士生党生翠的博士毕业论文《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研究》。

由于新媒体舆论是一个崭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而且涉及的影响因子很多，因此本研究只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本课题的研究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博士生党生翠、高岩、任天浩、郭育丰、张蕊、薛辉、彭彦及硕士生曾卫等人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舆论引导与控制对策研究”代表性成果之一。


匡文波


2013年7月于美国纽约



第一篇　新媒体舆论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新媒体概论

回顾人类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起着历史性杠杆作用。信息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每一次革命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技术强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的面貌，信息技术集中反映的标志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人类的信息传播迄今可分为3个阶段（口头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和电子传播阶段），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跃升无不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前提。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信息传播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第一节　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关于“新媒体”的确切定义，业界和学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一、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源于美国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 戈尔德马克（P. Goldmark）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书（1967）。之后，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 罗斯托（E. 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使用了“New Media”一词（1969）。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很快扩展至全世界。

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外专家各执一词。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过一个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与之类似的是把新媒体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
[1]

 。

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提出，所谓新传媒，或称数字媒体、网络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总和。它除了具有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的功能外，还具有交互、即时、延展和融合的新特征。互联网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提供和发布者。包括数字化、互联网、发布平台、编辑制作系统、信息集成界面、传播通道和接受终端等要素在内的网络媒体，已经不仅仅属于大众媒体的范畴，而是全方位立体化地融合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方式，以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功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
[2]



上海交通大学的蒋宏和徐剑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新媒体做出了界定。他们认为，就内涵而言，新媒体是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就外延而言，新媒体包括了光纤电缆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卫星直播电视系统、互联网、手机短信、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广播网等。
[3]



中国传媒大学的黄升民教授将网络电视（IPTV）、地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视为新媒体的三大部分。
[4]



宫承波认为，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电子邮件、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属于新媒体。
[5]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目前对新媒体界定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界定过宽且逻辑混乱。

有人把近10年内基于技术变革出现的一些新的传播形态，或一直存在但长期未被社会发现传播价值的渠道、载体都称作新媒体。
[6]

 持这种观点的人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网络广播、博客、播客、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均列入新媒体。这种界定不仅过宽，而且将以上媒体并列本身就存在分类混乱的逻辑错误。因为按照分类的逻辑，子类之和应等于母类，子类之间应相互排斥。目前很多人对新媒体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就存在以上逻辑错误。

（一）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本质特征

“新媒体”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从技术上看，“新媒体”是数字化的；从传播特征看，“新媒体”具有高度的互动性。“数字化”、“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新媒体的传播过程具有非线性的特点，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异步进行。诸如楼宇媒体、车载电视，由于缺乏互动性，不属于“新媒体”的范畴。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内涵会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发展，但从人类传播史的角度而言应是一个时代范畴，特指“今日之新”而非“昨日之新”或“明日之新”。我们不应当以“昨日之新”作为标准来界定新媒体，20世纪初出现的广播、电视，在当时都是新出现的媒体，但现在则属于传统媒体。我们更无法以“明日之新”作为标准来界定新媒体，否则目前就没有新媒体了。

“新媒体”的新是以国际标准为依据的。一些在国人看来是“新”的媒体形式，在发达国家早就有了，因此不能成为新媒体，例如车载移动电视。

我们不赞成使用“数字媒体”这一概念。因为此处的“数字”也可以被人理解为制作过程的数字化，这样的理解几乎可以将所有的媒体都列入数字媒体的范畴。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如下特征：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但是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
[7]

 。

传统媒体中传者和受者的定位非常明确，传者是信息的发布者，受者只能被动地接收，不管喜欢或讨厌，都无从表达对信息的看法。但是新媒体使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而具有了与传者交互信息的功能，甚至转变成传者的身份。

《Online》杂志给“新媒体”下过一个定义：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传统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传播者和受众两大阵营，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新媒体与此相反，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新媒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因此，在新媒体研究中，我们认为已经不存在“受众”的概念，建议用“用户”取代“受众”一词。

因此，用互动性的标准来衡量目前所出现的各种新媒体形态，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所谓的“新媒体”其实只是“新出现的传统媒体”。比如，车载移动电视、户外媒体、楼宇电视就是典型的“新出现的传统媒体”。

车载移动电视和户外媒体就只是在中国新出现的传统媒体形态，因为它们缺乏新媒体的本质特征——互动性。对用户而言，车载移动电视毫无互动性可言。它具有封闭的空间、无选择性地被动接受信息，不能调换频道，不能屏蔽广告，强制收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时移动、随时收看。

楼宇电视通过导线传播，具有传统广播电视所具有的特征：对象广泛、时效性强、丰富直观、接受随意、顺序接受、转瞬即逝。按照传输方式划分，楼宇电视可以而且应属于有线广播或闭路广播之列。楼宇电视目前传播的内容主体是广告。当一个人处在比广告更无聊的时间和空间时（如等电梯），他宁愿选择看广告，这就是楼宇电视广告的心理强制性。因此，楼宇电视的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受众被动性，而不是用户的主动性与互动性，这与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背道而驰。

（二）哪些不应当属于新媒体

纸质媒体、传统的模拟广播电视显然是传统媒体，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但是，除此之外的媒体形态都能称为新媒体吗？

笔者认为，并非新出现的媒体形态都可以称为新媒体，例如，有人用自行车身，甚至额头作为广告媒体，就不能称为新媒体，只能称为新出现的传统媒体。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城市奥马哈市居民安德鲁·菲舍尔是一名网页设计者，2005年，他将自己的前额作为广告位招商，为治鼾药物“鼾停”打广告，获得了37 375美元的收入。他在前额上展示了“鼾停”标识，时间是1个月。
[8]

 2006年2月，我国一名陈姓男子在淘宝网以10万元底价拍卖额头广告发布权，但是无人问津。

那么，数字电视是否属于新媒体呢？

数字电视（Digital TV）又称数位电视或数码电视，是指从演播室到发射、传输、接收的所有环节都使用数字电视信号或对该系统所有的信号传播都通过由0、1数字串所构成的二进制数字流来传播的电视类型，与模拟电视相对。其特点是信号损失小，接收效果好。

数字电视采用了双向信息传输技术，增加了交互功能，赋予了电视许多全新的功能，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获取各种网络服务，包括视频点播、网上购物、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等新业务。数字电视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就是视频点播（VOD），这是一种全新的电视收视方式。与传统电视用户只能被动地收看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不同，它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选择权，有效地提高了节目的参与性、互动性和针对性。数字电视还提供了其他服务，包括数据传送、图文广播、上网服务等。用户能够使用电视现实股票交易、信息查询、网上冲浪等，从而给电视赋予了新的用途，扩展了电视的功能，把电视从封闭的窗户变成了交流的窗口。

但是，在现阶段，国内所推广的数字电视，只是增加了电视频道，提高了清晰度，依然缺乏互动性，如视频点播尚不普及。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数字电视依然不属于新媒体。但是，从技术的发展趋势看，电视就如同手机的演化一样，未来的电视会成为电脑的一种类型，具有了互动性的数字电视将成为新媒体的新成员。

以下是我们将新媒体外延进行梳理的图（见图1-1），但是，新媒体的外延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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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新媒体的外延



新媒体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点，是媒体传播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

（三）新媒体的科学定义：借助计算机传播信息的载体

目前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因为只能这两者具有真正的互动性。互联网本身就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当今的手机也已经不再是移动电话，而是具有通信功能的迷你型电脑。

在手机诞生及发展初期，即第一代手机（1G）时代，手机只是能移动的电话，没有新闻内容的传播。

1973年4月的一天，一名男子站在纽约街头，掏出一个约有两块砖头大的无线电话，并打了一通，引得过路人纷纷驻足侧目。这个人就是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劳伦斯·库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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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图1-2）。从1973年手机注册专利，一直到1985年，才诞生出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可以移动的电话，但是其重量达3公斤，非常重且不方便，使用者要像背背包那样背着它行走。不过从那以后，手机的发展越来越迅速。1999年时，手机的重量降低到60克，与一个鸡蛋的重量相差无几。除了重量和体积越来越小外，手机功能也越来越多。1995年问世的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1G）只能进行语音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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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最早的手机及其发明人马丁·劳伦斯·库珀



2G手机除了具有最基本的通话功能外，还可以用来收发邮件和短消息、上网、玩游戏、拍照等。2G手机虽然在硬件技术上存在屏幕小、电池使用时间短、上网速度慢等瓶颈，但是建立在2.5G技术基础上的各种增值业务，尤其是手机新闻业务、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上网、移动商务、移动搜索、手机广告等被广泛使用。在2G时代，手机媒体基本成型。

回顾手机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手机技术演进的规律是：外观越来越轻巧、功能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目前的3G手机已经不是“移动电话”，而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CPU也进入了“多核”时代。

智能手机是当今手机发展的主流。智能手机的本质特征是：在硬件上具有CPU，在软件上具有操作系统。

手机CPU，如同电脑CPU一样，是整台手机的控制中枢系统，也是逻辑部分的控制中心。微处理器通过运行存储器内的软件及调用存储器内的数据库，达到对手机整体监控的目的。

2011年后，智能手机硬件开始进入“双核”时代。在2011年年初的国际知名展会上，摩托罗拉公司、LG公司以及三星公司就正式发布了采用双核处理器的智能手机产品，智能手机的硬件发展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手机处理器的发展与PC行业的进步非常相似，都是从单核向多核方向发展。但是，双核智能手机时代到来比人们预期的更快。2000年3月6日，AMD公司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1GHz主频处理器——AMD Athlon 1GHz，直到2005年4月AMD公司双核处理器——AMD Athlon 64 X2才现身，其间经历了5年时间。而智能手机处理器从单核1GHz主频发展至双核，仅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

目前应用在智能手机上的操作系统主要有Palm OS、Symbian、Windows mobile、Linux和Android、iOS、Black Berry七种。目前，iOS系统在技术上可谓独占鳌头；但是，Android后来居上，发展最快、市场占有率最高。

目前，具有电脑功能的智能手机正在成为移动通信的主流。2013年，全世界手机上网用户数量预计达17.8亿，超过使用电脑上网的用户数量，同时智能手机和其他能上网的手机数量达18.2亿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新媒体定义为：借助计算机（或具有计算机本质特征的数字设备）传播信息的载体。

二、相关概念

与新媒体密切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网络传播、网络媒体、手机媒体。

何谓网络传播？所谓网络传播，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计算机网络应该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目前流行的互联网，还包括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的移动通信网络，下一代高速互联网等。不应该将网络传播局限于目前的互联网传播。

同理，网络媒体也不仅仅是指互联网，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多种形态。媒体又称媒介、媒质，是承载信息的载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媒体是“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广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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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认为网络媒体是借助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

网络媒体曾经被一些人称为“第四媒体”。他们认为，印刷的纸质媒体是第一媒体、广播是第二媒体、电视是第三媒体、互联网是第四媒体。1998年5月，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网络被正式作为“第四媒体”提出。但是，“第四媒体”的称谓并不严谨，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在日本，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报纸是第一媒体，期刊是第二媒体，广播是第三媒体，电视是第四媒体，互联网是第五媒体。因此，“第四媒体”的说法不仅不够科学，还容易在国际传播中被人误解。

所谓手机媒体，是指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手机成为了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媒体也成为网络媒体的延伸。不过，手机媒体也只能成为信息海量的网络媒体新的组成部分，否则它将面临信息贫乏的难题。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手机短信只是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但不是全部，也不代表未来的方向。在中国，许多人误以为手机短信（SMS）就是手机媒体，并称手机短信为“第五媒体”。其实，中国的短信量巨大、短信文化发达是由特定的电信管理体制与收费模式造成的。

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互动式数字电视都是新媒体的重要成员。

第二节　新媒体的优势

从传播学的分类来看，目前较通行的是将传播分为五类：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类型。

新媒体的基本技术特征是数字化，基本传播特征是互动性。新媒体具有信息量大、使用方便、检索快速便捷、图文声像并茂、互动性强、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以及信息获取快、传播快、更新快等特性；并且具有计算机检索功能、超文本功能，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播媒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新媒体允许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网络交流，能及时反馈，改变了传统的学术交流方式。具体地说，新媒体具有以下特征。

一、传播与更新速度快、成本低

新媒体是一种数字化传播。它将一定的信息转成数字，经过转播，数字在操作平台上还原为一定的信息。由于其传播的介质是比特（bit）而非原子，所以这种传播就具备了迅速、快捷、方便和“高保真”等优点。新媒体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并实时更新，可以像电台、电视台一样进行实时、实况报道，显然优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新媒体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它不受印刷、运输、发行等因素的限制，信息上网的瞬间便可同步发送到所有用户手中。

更新速度快，而且更新成本低。新媒体的更新周期可以分秒计算，而电视、广播的周期以天或小时计算，纸质报纸的出版周期以天甚至以周计算，纸质期刊与图书的更新周期则更长。

新媒体可以做到同步传播与异步传播的统一。新媒体的即时刷新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其本身“接收的异步性”又方便受众随时随地接收。接收的异步性还可以使受众不受媒体传播时间的限制，按自己的需要随时接收信息。

二、信息量大、内容丰富

互联网能够使用户共享全球信息资源，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在信息量上可以与海量信息的网络媒体相提并论。报纸若多印1万字的内容，就需增加一个版，给印刷、排版、发行、成本带来很多问题。广播、电视更是这样，内容要精确到几十秒、几秒时间，字有时要算到几十个。新媒体则不同，它存储数字信息的是硬盘。容量大的优势还体现在新媒体的专题报道和数据库中，新媒体可以不限时不限量地贮存和传播信息，运行各种信息数据库，读者可以对历史文件随时进行检索。对新闻传播来说，新媒体的这一重要功能开拓了实施“深度报道”的新的纵深途径，它能够保证读者对新闻发生的广阔背景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全程观察，从而更准确地判断生存环境发生的真实变化。

三、低成本全球传播

新媒体突破地域、没有疆界，而且跨国传播成本低廉。无论从传播者的角度还是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信息在网络上跨国传播与本地传播成本与速度是相同的。换言之，新媒体的传播距离、范围与成本无关。这一点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纸质媒体、广播电视，虽然在理论上也能进行全球传播，但是其传播成本与传播距离成正比。

新媒体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或者说物理上的空间概念，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了无阻碍化。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真实的地理隔离不存在了，国界等限制也不存在了，网络上的新闻传播不是单一文化而是跨文化的传播。互联网成了不同国家之间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前所未有的方便和迅捷的信息交流渠道。

新媒体的全球性使网民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低成本地、便捷地选择其喜爱的新闻网站，主动获取所需的信息，从而增加了政治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四、检索便捷

这种特性是传统传播方式所难以具备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每天发送大量的新闻信息，储存时占用大量的空间和金钱，检索时更是费时费力。传统的报刊、电台、电视检索靠人工在资料室、图书馆中一页页去找，一盘盘去挑。新媒体则完全不同。凡是在互联网中存储的数据，网民只要动动手指，便可以从搜索引擎、各类数据库中迅捷地获取所需的信息。

五、多媒体传播

所谓多媒体，就是使计算机成为一种可以作用于人的多种感知能力的媒体，它集合了多种媒体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图片、动画、视频等），来传送信息。新媒体传播是一种多媒体传播，它可借助文字、图片、图像、声音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来进行传播活动。这种具有立体效应的多媒体传播组合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所报道的对象，给受众带来逼真而生动的感觉。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网络上的新闻融合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打破了传统的文字媒介（报刊）、声音媒介（广播）和视觉媒介（电视）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新媒体不仅可以表现出电视的功能，还因其容量大、可检索等功能，使其多媒体特性显得更实用。一个新媒体，实际上是三种媒体的综合体。网上音频、视频和图片节目，等于是开办了网上电台、电视台和图片社。现在，大型网站上，如中央电视台网站、凤凰网等，都有专门的视频、音频频道。由于操作平台软件的成熟，人们可以在计算机里打开多个窗口，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视频新闻、文字新闻或写作。随着宽带网的普及，多媒体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

六、超文本

所谓超文本，是一种非线性的信息组织方式。超文本被设计成模拟人类思维方式的文本，即在数据中又包含其他数据的链接。用户单击文本中加以标注的一些特殊的关键词和图像，就能打开另一个文本。超媒体又进一步扩展了超文本所链接的信息类型，用户不仅能从一个文本跳转到另一个文本，还可以激活一段声音，显示一个图形，或播放一段视频图像。网络以超文本、超媒体方式组织新闻信息，用户接受新闻内容时可方便地联想和跳转，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和思维规律。

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多维的、发散的，而不是线性的。传统新闻媒体的表达方式是顺序的、线性的，而不是跳跃的、多向的，这样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要求新的新闻媒体能够突破线性表达的桎梏，采用多维的表达方式，使其具有联想功能，从而更接近于人类对知识、概念、思想的表达习惯。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组合方式，它的魅力在于将分布于全世界的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以超链接的方式组织到一起，用户只要连接到一个网页，用鼠标轻点链接就可以访问其他相关的网页。这种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网络新闻采用互联网的“超链接”概念，以超文本、超媒体方式来组织新闻内容及有关新闻背景，使受众在阅看新闻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实现新闻内容的“跳转”及表达方式的转换，更好地体现读者的主体地位及思维规律。超文本结构是网络上信息的组织方式，它大大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综合性、信息量、可选择性和自主性。

七、互动性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根本性特征。网络新闻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通常是单向的，编读双方无法随时随地进行双向沟通。而新媒体既可以单向传播，也可以双向（编者与读者之间）甚至多向（编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传播，信息的传播具有很强的互动性，网民与网站之间、网民与网民之间可以利用BBS、聊天室、网络电话、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等实时沟通，实现互动，对新闻内容也可以随时展开讨论，还可以举行网络会议。

第三节　新媒体给传媒业带来的冲击

一、改变现有传播格局

媒体技术发展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新媒体初入世界时是供人娱乐的玩具，谁也没有注意它们的内容。人们习惯了新技术之后，技术就退居次要地位而进入了现实的镜像阶段，人们开始对内容做出回应。有的时候媒体还会进入第三阶段。此时的媒体就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要重新安排、重新构建现实。新媒体的发展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关注通过网络呈现出的丰富内容和不同媒体形态。新媒体继续发展，必然会进一步改变现有传播方式，并有可能打破传媒业和通信业、信息技术业的界限，打破有线网、无线网、通信网、电视网的分割，兼容整合各种媒体形态，塑造新的传播格局。

（一）形成新的交流环境

网络重要性的上升，网络功能的增强，正在形成一个瞬间完成传播、全方位包围我们头脑的新的交流环境。在新的交流环境里面，信息传播空间发生了变化，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被消除了，传受双方的界限也被打破了。在新媒体时代，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几乎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传播机构和个体受众的区别也缩小了；全球化传播渠道更加畅通了，网络即时通讯、网络博客、无线互联网等很可能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地理上的区隔被进一步打破，“地球村”进一步变成现实。信息传播的时间发生了变化，静态的信息接受方式向动态实时接受信息转变，信息的及时互动或暂时延宕得以自主实现。人际交流的话语空间也通过新媒体实现了有机整合，点对点的私人空间和连接无线互联网形成的点对面的公共空间既可以相对独立，又能即时贯通。

（二）媒体生态更加复杂

网络成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体，使媒体生态更加复杂，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受众分化更加明显，舆论引导难度明显加大。这对既有的信息传播秩序带来了深刻冲击，特别是对传统的媒体格局和当前的新闻宣传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我国正处于传媒事业高速发展、传播技术深刻变革的时期，媒体数量十分庞大，新型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媒体生态环境日益复杂。不同媒体间的竞争态势也较为明显。新媒体迅速发展，可能导致部分传统媒体覆盖面有所缩小，甚至出现被互联网边缘化的情况，主流舆论阵地面临新的压力。

（三）传播主体更加多元

新媒体的发展使介入新闻信息传播的主体进一步趋于多元。新媒体是以运营商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目前网络运营商正在实施战略转型，即通过多网络、多终端、多业务的融合和价值链的延伸，实现由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转变。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十分明显，普通网络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地采集、发布信息，“个人媒体”有可能得到较大发展。可以预计，传播主体多元化，特别是个人掌握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多、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空前提升，个人发布信息、形成舆论、“动员社会”、“穿透”管理的能力不断增强，产生不良信息和不可控因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对主流舆论形成冲击。

（四）受众分化更加明显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经历了从小众传播到大众传播、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的产生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现在，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接收信息的方式、需求信息的类型、选择媒体的偏好等方面差异越来越大，媒体的专业化、小众化传播趋势日益明显，受众群体分化趋势逐步加剧。新媒体更多地体现了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人兴趣、个人需求，是完全个性化的传播平台。网络信息传播将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个人的差异和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在信息需求方面的个人价值。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必然会进一步改变人们的信息获取途径和接收方式，推动分众传播、小众传播更深入地发展，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主流媒体往往到达不了某些特定受众群体，影响新闻宣传效果。

二、冲击舆论调控机制

新媒体的舆论化趋势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言论平台，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但新媒体的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性，以及传播内容的不可预知性、群发转发的不可控制性，使得“把关”难度增大，“把关”机制失效或缺失。加之整个行业发展环境和新媒体环境还不规范，因此，新媒体的舆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

（一）对传统的舆论调控机制的冲击

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传递更加及时，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5a”网络环境。从理论上讲，通过新媒体，“任何人（anyone）”可以在“任何时间（any time）”、“任何地点（any where）”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任何媒体（any media）”传播“任何信息（any message）”。这给传统的舆论调控机制造成了深刻影响。从对热点引导的影响看，新媒体可以使个别媒体报道的地方性事件迅速演变成全国媒体关注的对象，由“局部热点”迅速演变成“全局热点”；可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炒作出一个“××事件”、“××现象”，而且往往事先难以发现征兆，事后找不到责任主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从对正面宣传的影响看，新媒体形式多样、信息内容庞杂，很容易将正面宣传的内容淹没，难以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而错误的观点、非理性的舆论有了传播渠道和生存空间，这对传统的舆论调控机制构成了冲击，对如何确保舆论导向正确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冲击信息传播秩序

一方面，伴随新媒体舆论化发展，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谣言迅速扩散，垃圾信息无孔不入，低俗信息大行其道，少数网站提供的黄色小说、图片、视频浏览或下载业务“受到追捧”，扰乱了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秩序。另一方面，新媒体舆论化带来的不是信息的平等，而是在传统媒体、新媒体已经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上，加剧了这一趋势。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就提出了“知沟”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取信息，因此，大众媒体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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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理论随着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继续得到验证。而作为媒体发展的最新进展，网络信息传播的舆论化趋势更是加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三）冲击媒体发展环境

网络信息传播的舆论化趋势，不断冲击新媒体发展环境，影响新媒体公信力的建构。进而言之，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把关人”缺失和“把关机制”失效，加剧了新媒体的舆论化趋势。新媒体融合了点对点的线性传播、面对面的网状传播等特性，其传播路径在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无论是政府在宏观层面建立的“把关”机制，还是运营商、服务商在微观层面建立的“把关”机制，都会存在漏洞和滞后等问题，这就使“把关”难度大为增加，甚至变得不可能，也使得新媒体舆论的自由空间很大，舆论化趋势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新媒体的舆论化趋势，又不断冲击“把关人”和“把关机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媒体提供的平台自由表达意见，或许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意见领袖”，新媒体上的舆论变得更加多元，传统的“把关机制”受到的冲击增大，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也就更加复杂。

三、纸质媒体走向消亡

“纸质媒体是否会消亡”不仅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理论热点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千百万人职业发展甚至是饭碗的现实问题。在这场争论中，不少人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还有人错误地认为纸质媒体也有不少“优点”，将与新媒体并存。如果我们排除感情因素，理性地分析，就会发现纸质媒体的“优点”，其实都不成立。

（一）纸质媒体便于携带吗？

有人认为，传统的纸质媒体有其自身的优势，如便于携带，直观性强，阅读方便。果真如此吗？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纸的信息存储的密度大大低于新媒体，新媒体体积小、容量大、存储密度极高。事实上，在信息量相同的情况下，新媒体远比纸质媒体更容易携带。

从便携性的角度看，一张重量只有几克的DVD光盘可以存储4.7G的信息，相当于4.7×1 024×1 024×1 024=5 046 586 572.8字节（Byte），即可以存储2 523 293 286个汉字。若以一本书平均20万字计算，一张DVD光盘可以存储12 616册图书。试问，几克重的光盘与1万多册图书，到底哪个更容易被携带呢？

事实上，携带方便、阅读方便自由，正是手机媒体、电子图书阅读器的优势。

（二）纸质媒体比新媒体更具权威性、真实性吗？

有人认为纸质媒体权威性强。理由是纸质文献经历了上千年的洗礼，已建立起完善发达的编辑、生产、发行系统；在新闻报道方面，大多数纸质媒体有着严密的新闻采编和发布流程；在科学评价方面，出版社、期刊社建立健全了学术评审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来保证出版文献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在各类媒体的权威性、真实性上，我们需要具体对象具体分析。我们不否认发布在BBS、个人博客上的信息，其权威性、真实性在整体上不如传统媒体，但是，谁能否认在雅虎（YAHOO！）、MSN等知名网站上发布的信息的权威性与真实性呢？在纸质媒体方面，难道一些格调低下的小报上的消息也具有权威性与真实性吗？还有人认为新媒体的报道缺乏深度，但是这同样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不难找到在深刻性方面的正反案例。新媒体发布信息的迅速性与深刻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事实上，在一些突发与敏感事件的报道方面，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具有更高的即时性、客观性与真实性，例如，手机所拍摄的画面就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有人认为新媒体没有采访权，只有转载与编辑权，缺乏原创新闻。但是，新媒体没有采访权只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事实上在娱乐、体育等新闻的采访报道方面，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已经能够发布原创内容。

在学术评价方面，国外不少高校、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逐步认可在学术性新媒体上发表的学术文献；因为这些学术性新媒体跨越国界，聚集全世界顶尖的同行专家，这些专家可借助互联网便捷地讨论各类学术问题。

研究表明，新媒体在新闻可信度方面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

我们采用了手机用户随机电话调查的方法。抽样方法是随机抽样。调查范围为我国的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武汉、广州、成都。调查时间是2010年6月1日-7月31日。调查对象为个人手机用户，按性别、年龄、职业进行条件划分。设计样本规模为4 000人，在4个城市中，按调查对象条件各选择1 000人。本次调查共访问有效样本3 421人。

通过对新媒体使用现状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有趣的结果：可信度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

有人认为，新媒体的可信度低于严肃的传统媒体，尤其是低于报纸等纸质媒体。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手机、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的信任度分别为：22.4%、19.6%、20.7%、12.6%和34.2%（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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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各类媒体新闻信任度



我们关于新闻信任度的调查，颠覆了很多人认为的新媒体新闻可信度低的偏见。其实，之所以出现假新闻，与媒体形态没有必然关联，关键在于背后是否具有利益驱动，即是否有人通过假新闻来提高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新闻记者》每年第1期都会评选上一年度的十大假新闻。由于篇幅的原因，本书仅以2010年十大假新闻为例。2010年十大假新闻分别是：（1）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重庆时报》、《华西都市报》，2010年3月30日）；（2）中国每年有220万青少年死于室内污染（中新社，2010年5月16日）；（3）炒蒜高手掷千万买走百斤金条（《北京晚报》，2010年6月1日）；（4）70%举报人遭打击报复（《法制日报》，2010年6月18日）；（5）西安市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甘肃日报》，2010年7月7日）；（6）喀什房价两个月就翻倍（《新疆日报》，2010年7月20日）；（7）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传统媒体网站四川新闻网、荆楚网等，2010年7月22日）；（8）传我军数百战机青岛上空军演（传统媒体《环球时报》的网站环球网，2010年7月27日）；（9）“偷菜”游戏或被取消（《西部商报》，2010年10月12日）；（10）金庸去世（传统媒体《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2010年12月6日）。

我们发现，除了个别假新闻来源于传统媒体的网站之外，其实没有一条假新闻真正来源于新媒体。

（三）纸质媒体更经济吗？

有人认为，纸质媒体不需要专门的阅读工具，价格便宜、阅读成本低。

但是，我们认为，在社会总成本方面，纸质媒体远不如新媒体经济。

新媒体的传播省去了制版、印刷、装订、投递等工序，不仅省掉了印刷、发行的费用，还避免了纸张的开支，从而大大降低了总成本。

纸质媒体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同时在纸张生产过程也造成了严重污染。曾经有人计算过，一棵树平均可以制作成15 900张A4纸，或31 800张B5纸。如一本书平均280页B5纸，一棵树平均可做227本书。我国目前有在校中小学生2亿多人，以每个学生一年两学期用15册课本计算，每年要用30多亿册课本，消费纸张达55万吨之多，需砍伐1 100多万棵大树。这从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是极为浪费的一件事。它显然是在增加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成本。

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脑、手机等数字技术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而森林资源会越来越稀缺和珍贵，纸质媒体会越来越昂贵。

（四）纸质媒体更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吗？

有人认为，人类对纸质媒体的依赖、依恋及其千百年来形成的线性阅读的习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彻底改变。纸质媒体伴随着人们跨越了近两千年的风雨历程，人们已经习惯于它，并且对其充满了感情。

我们认为，感情与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对于从小就只接触纸质图书的年长者来说，纸质媒体的确符合阅读习惯；但是对于从小就接触新媒体的新一代读者来说，阅读新媒体甚至比传统的图书报刊更习惯。在发达国家，不仅携带笔记本电脑上学的小学生越来越多，而且正在推行的电子书包计划，使小学生刚入学就能接触新媒体。电子书包不仅存储了大量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多媒体讲义，可以上网更新最新的教材版本，还可以在上面批注、圈点、记录上课笔记。显然，经过一两代人之后，新一代的读者会更习惯、更喜欢新媒体的阅读方式。

（五）纸质媒体对读者身体健康影响更小吗？

有人认为，人们阅读纸质书刊，除了接受书刊中的信息之外，还可以非常直观地得到美的享受。纸质媒体美观，墨与纸的对比度大，分辨率高，字符稳定性强，图像色彩效果好，很适合读者阅读，对他们身体健康、尤其是眼睛的影响很小。

但是，这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判断，目前并没有权威的医学对比数据证明纸质媒体对读者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小于新媒体。其实，长时间地伏案阅读，不管是纸质媒体还是新媒体，都会对人的健康有所损害；与其说是屏幕损害了读者的眼睛，倒不如说是不科学的生活方式、不正确的阅读习惯损害了人们的健康。目前大多数读者的近视眼恰恰是由于从小阅读纸质媒体造成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越来越人性化，如人体工程学的大量运用、显示屏技术的改善，阅读新媒体损害健康的观点将很难成立。

（六）纸质媒体更便于保存吗？

有人认为纸质媒体便于保存，有收藏价值，我国古代就有许多收藏家，由于他们的孜孜收藏，大量纸质媒体得以流传至今。读者阅读纸质媒体，除了从中接收信息汲取知识外，还可以直观地欣赏到崇高美和朴素美。例如，宋代书版，盛行骨架挺拔、秀丽悦目的宋体字，所印图书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千古珍品。而光盘、磁带、磁盘易损坏，任何污渍、划伤、磨损，甚至阳光、有机溶剂都可能导致载体损坏。计算机病毒使计算机系统很容易被破坏。

新媒体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信息存储密度极高、单位信息存储成本极低，因此，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迅速对数字信息进行大量的复制，作为备份，以防不测。而这是纸质媒体无法做到的。例如，《人民日报》有史以来的所有报纸内容可以制作成几张DVD光盘，而其成本不超过100元。事实是，难以大量备份的纸质媒体更容易损毁。纸质媒体的确有收藏价值，但是这恰恰证明其要消亡。

还有人认为，纸质媒体具有美感。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新款的电脑、手机不也具有高科技、人性化的美感吗？

（七）事实证明，纸质媒体在退出历史舞台

电子词典是目前市场上取得成功的电子图书阅读器。事实证明，电子词典正在取代纸质辞书，这是新媒体全面取代纸质媒体的一个典型案例。

作为与纸质辞书截然不同的辞书形体，电子辞典有着独特的秉性，优势十分明显：（1）检索功能强大，方便快捷。纸质的《汉语大词典》只有笔画、部首、拼音三种检索途径，而其光盘版则提供了20多种检索途径。（2）容量大、体积小、存储密度高。纸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有74卷，而其光盘版只有薄薄4张。（3）功能多，资源丰富。电子辞典将图文声像有机结合在一起，可读可视可听。特别是一些电子辞典的即指即译功能，对于纸质辞书是不可想象的。（4）修订方便，知识更新快。电子辞典由于其开放性，吸收新知易，数据更新亦快，特别是各种网络辞典，更是日新月异，修订完善都颇为快捷。（5）价格优势。一套纸质的《大英百科全书》需要1 500美元左右，而光盘版只要125美元，网络版更是只需85美元。一套纸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需要4 000元~5 000元，而光盘版只需50元，价格优势不言自明。

在欧美和日本，电子辞典对纸质辞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本纸质辞书的销量每年减少5%~10%，2001年的销售量为1 000万册，2004年则下降到800万册。与之相对的是，电子辞典的销售量却一直上扬。2004年度日本电子词典的销售量高达335万台，卡西欧等知名品牌销售额成倍增长。法国也是如此。久负盛名的《小拉鲁斯》词典，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电子词典的冲击而危机重重。在美国，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微软的Encarta百科全书的低价甚至免费赠送策略，使美国的多卷本百科全书市场遭受重创。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3月15日报道：发行244年后，“大英百科”印刷版寿终正寝，即世界著名的资料类书籍《大英百科全书》在发行244年之后将取消印刷版。大英百科全书公司总裁考兹说，在电子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多达32册的印刷版《大英百科全书》已经无法和网络书籍竞争。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背景下，《大英百科全书》的印刷版几乎刚一出版就已经存在过时的问题，而网络版则能够不断进行更新。《大英百科全书》自1768年在苏格兰首次出版以来，一直不断印刷、再版，直到今天。但是，如今其销量的85%来自于网络销售。

2012年12月，德国的纸质传媒出现二战后最大倒闭潮。该国三家有影响的报纸在1个月内接连宣告破产，造成上千人失业。这三家著名的报纸分别是《法兰克福论坛报》、《德国金融时报》和《纽伦堡晚报》。

《法兰克福论坛报》于1945年8月1日在美军占领区成立，是德国最具传统的报纸之一。20世纪60年代，该报因揭露德国国防部“购买装甲车受贿事件”而名声大噪，从而建立起一个忠实的读者群。到1998年，该报共发展了12.5万名订户。从2000年开始，该报经济每况愈下，由于内容质量下降，订户也逐渐减少到原来的一半。虽经黑森州政府及社民党极力挽救而勉强维持了几年，但终告倒闭。

《德国金融时报》自创办以来多次获奖，其内容也在业界口碑甚高，但读者数量却呈下降趋势，但它自创办以来一直亏损而无以为继。而有93年历史的《纽伦堡晚报》也基于经济原因被迫停刊。

德国是欧洲报纸出版及发行量最多的国家。据德国报纸出版人协会统计，该国市场现有日报347份，加上26份周报以及6份星期日周刊，总发行量达高达2 400万份。不过目前印刷媒体的广告来源已严重萎缩，传统报纸的转型却还没有跟上。

（八）柯达公司的教训

如果20年前有人说柯达公司会破产，一定会被认为是痴人说梦；如果10年前，有人说胶卷相机会被数码相机所取代，一定会引起激烈争论。数据显示，柯达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达到巅峰，分别为160亿美元和25亿美元。

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柯达公司的业务大受冲击。科技的进步是挡不住的，伊士曼之后的柯达公司尽管在数码领域拥有约1 100项专利，但却失去了开拓的勇气，也因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今天数码相机和拍摄手机已经“一统天下”，胶卷相机则成为了收藏品。更重要的是，2012年1月19日，柯达公司在纽约向法院提出申请破产保护，这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柯达公司素有“百年老店”的美称，拥有131年的历史，它所提供的优质胶卷曾经独居全球胶卷市场的鳌头，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是，时间只过去了几十年，柯达公司却已经风光不再。柯达公司的事情发生在大洋彼岸，但中国消费者对此也有切身感受，在中国城市的一些柯达胶卷专卖店，早已由于市场销售的低迷而陷于亏损困境。而在国际市场上，柯达公司的严重衰退也早已不是新闻，自2005年以来，柯达公司没有一年不出现亏损；2008年以来，柯达公司已经连续4年出现严重亏损，其股票市值从1997年2月最高时的310亿美元下降至21亿美元。

柯达公司的失败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传统相机和数码相机的工作原理不同，在数码时代，柯达公司基于传统相机的供应链优势和专利优势不复存在。其次，虽然柯达公司率先发明了数码相机，但它的成功实质是传统业务的成功，所以它的传统业务部门对公司的决策影响力甚大，其企业资源也会优先配置到传统业务部门，从而导致其转型迟缓。

目前，卡片数码相机正在被智能拍照手机所替代。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拍照手机难以取代数码相机，是因为拍照手机的拍照效果基本是玩具性质。比如，以前拍照手机CMOS镜头只是一个摄像眼，无法达到专业数码相机的取景标准；变焦功能只是数码变焦，不是真正的物理变焦，应用在CMOS镜头上更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还有闪光灯，拍照手机也很难和数码相机相提并论。不过，随着新一代拍照智能手机的出现，以上说法逐一被颠覆。

数据显示，人们用智能手机进行视频和照片拍摄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传统相机及摄像机的使用量越来越少。

（九）智能手机加速纸质媒体的消亡

新媒体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其基本技术特征是数字化，基本传播特征是互动性。新媒体具有传播与更新速度快、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全球性和跨文化性、检索便捷、多媒体、超文本、互动性、成本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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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在不断进步与完善，存在的不足也正在被迅速地逐一克服。相反，千年历史的纸质媒体已经没有技术飞跃的可能。例如，人们在阅读纸质媒体时可以在上面画线、批注、圈点、折页，甚至撕页等等，过去的新媒体则不行；但是现在许多电子图书已经实现了对图书内容的批注、圈点功能。

新媒体的许多功能是纸质媒体永远不可能具备的，尤其是高速便捷的检索功能与知识聚类功能。新媒体可以有聚类知识项的功能。新媒体中的各个知识项，可以根据需要在某一基准上自动进行聚合；而在另一基准上又可以换一种角度自动进行新的聚合。纸质媒体的不足，如检索不便、信息贮存密度小、无法实现多媒体跨国传播、印刷发行成本高，正日益变得突出。

随着电脑的掌上化和第3代手机技术的普及，手机正在成为重要的新媒体。使得纸质媒体所具有的便携性等优势完全丧失。因为从小就接触新媒体的新一代读者会抛弃传统阅读的习惯，电子书可以使人们的口袋中永远有一个完整的图书馆，从纸上阅读到屏幕阅读，新媒体有望革新整个世界的阅读形式。

有人认为，过去关于纸质媒体消亡的预言都错了，但是我们认为关于纸质媒体消亡的大趋势并没有错，只是时间后移了。预言家是很难当的，对任何事物都做出准确的预言是不现实的，能够把握大趋势的预言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日本、美国等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纸质媒体读者平均年龄均超过40岁，而其人居寿命均未超过90岁，因此，可以预言50年后纸质媒体将在主要国家退出历史舞台。考虑到全球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100年后，人们将只能在博物馆中见到纸质媒体了。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菲利普·迈尔在《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一书中写道：“到2044年，确切地说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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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要特别强调，人类的阅读行为不会消失，报社、出版社、期刊社、图书馆都不会消亡，相关从业人员不会失业，但是信息传播形态将彻底改变。今日的新媒体也会被更新的媒体形态所取代。让我们告别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的怀念，去拥抱一个崭新的数字化新媒体时代吧！


第二章　新媒体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新媒体舆论，是指在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上传播的公众对焦点问题所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亦是现实民意借助于新媒体的表达。网络舆论，包括有线互联网和无线互联网上的舆论，是目前新媒体的主体。在严谨的理论研究中，网络舆论应该是新媒体舆论的子集；但是在实践中，网络舆论与新媒体舆论不容易严格区分，而且随着无线互联网逐渐成为主流，两者通常被当成近义词甚至是同义词。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的几件大事被新媒体聚焦并在“虚拟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引起现实社会的广泛关注，使人们开始关注新媒体舆论的影响力。新媒体已成为我国公众表达民意、讨论公共事务、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以及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公共平台。当前，新媒体舆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行为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中心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的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我国的手机网民规模为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提升至78.5%。69.5%的网民通过台式电脑上网，相比2012年年底下降了1.1个百分点。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为27.9%，规模达到1.65亿。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对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开始在社会发展与大众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成为社会公众新的话语平台，伴随而生的新媒体舆论作为一种新的舆论形式，成为社会总体舆论中日渐重要的组成部分。“孙志刚事件”、“宝马撞人案”、“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等，都说明，新媒体舆论已从影响甚微的边缘走到了主流的位置，成为各类社会事件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主流舆论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新媒体舆论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新媒体舆论是一个崭新的、而且涉及面很广的研究领域。在国际上，与国内研究最相近的研究是网络危机传播。在国内，新媒体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几个部分：

（1）综合性研究：如北京大学谢新洲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舆论影响与利用研究”等。

（2）经验主义研究：主要是对网络舆论的量化研究、网络信息的内容分析；如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所著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等。

（3）案例研究：主要体现在各种案例库，专著方面有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张树庭教授的《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2010）；华中科技大学余红教授的《网络时政论坛舆论领袖研究——以强国社区“中日论坛”为例》（2010）等。

（4）对策研究：此类论文数量最多，但是不少论文提出的所谓对策缺乏新意和可操作性。

不过，国内外关于新媒体舆论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理论框架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点；而这正是本研究的重点。关于新媒体舆论的理论框架研究，国外多借鉴混沌理论模型，国内较早研究的论文有匡文波的《论新媒体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及其对策》（2009），以及其博士生党生翠的博士毕业论文《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研究》（2011）。

第一节　新媒体舆论的特点

一、新媒体舆论的概念界定

通过检索我们发现，2000年前后，在国内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相继出现“在线舆论”、“网上舆论”的提法。2003年，互联网在“孙志刚事件”及其他热点事件中所扮演的民意表达平台角色，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现象，并进入公众话语。随着与互联网相对独立的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也成了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新媒体舆论”逐步开始流行。我们认为，新媒体舆论，是指在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上传播的公众对焦点问题所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亦是现实民意借助于新媒体的表达。

（一）舆论的界定

舆论是一种极为丰富和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目前人们对舆论的定义说法不一。国内外学者对于舆论的定义各抒己见，到目前为止已多达七八十种，但一直未能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舆论，我国古代称之为“舆诵”、“舆颂”、“清义”，指众人的意见。目前，我国的多数专家学者也把舆论看成意见，认为舆论是多数人对于某一事件有效的公共意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题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给舆论下的定义是：舆论是一种常常难以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它是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舆论既不是无变化的，也不能从地理角度上构成一个整体。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对舆论作了粗糙的描述：“他们头脑中的想象，包括对于他们自己、别人、他们的需要、意图和关系等等，都属于他们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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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明在《社会舆论原理》指出，“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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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智在《舆论学通论》中指出：“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涉及个人利益事件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趋向。”
[16]



甘惜分认为：“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接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种事态发展大体相近的看法。”
[17]



项德生在《舆论与信息》中指出：“舆论，就是社会公众或集团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态所做的公开评价。”
[18]



喻国明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
[19]



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出：“舆论是指大家共同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上多数人意见的总和，是社会上的众人对某些社会事件的一致反应和判定，是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的意见。”
[20]



陈力丹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21]



胡钰在《新闻与舆论》中指出：“舆论就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意见。”
[22]



综合以上不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舆论应该是公众的意见；舆论必须要有一个焦点；舆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舆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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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多伊彻
[23]

 的舆论形成“瀑布模式”



在社会现实中，人们往往把大众传媒或媒介的言论等同于社会舆论；把民意等同于社会舆论；把众意或公意等同于社会舆论。

（二）网络舆论与新媒体舆论

舆论作为公众发表的集合性意见，在古代社会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舆论的载体也主要是人群自身。现代舆论的形成和大众传播媒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现代舆论的载体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随着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的出现，一种新的舆论类型——网络舆论也应运而生。

“网络舆论”与传统意义上的舆论相比，主要是因其传播主体、载体、传播方式和受众特点等具有不同特征，但作为舆论在网络传播方式下的延伸，网络舆论仍然具备舆论本身的性质，因此我们这里将“网络舆论”界定为：网络舆论是伴随着网络传播方式的流行而兴起的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是网民对出现在网络上或社会现实（两者往往相交）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具有共同性的观点、态度、信念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影响力和持续性，并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网络舆论是公众意见与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在方式上以网络媒体为载体进行传播，内容上是公众发表的集合性意见，就是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的兴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摩擦急剧增加，不同的集团、群体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文化需求，因此有必要提供一个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来促使他们充分、合法地发表各自的意见，从而实现沟通、化解偏见、消除冲突。网络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由此形成了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在网络传媒时代，借助电子邮件、BBS、博客、微博等信息交互工具，使网民结合内容讨论、参与媒体建设的热情极为高涨，舆论的影响大大增强。而且网络舆论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度，许多用户在其中发表自己现实中不愿意说或不敢说的意见，因此网络舆论常常是社会焦点问题的意见集散地，其地位也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媒体亦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由手机传播的言论更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范围也更具广度和深度，传播速度更加快捷、方便，形式也更多种多样，社情民意的表达更加自由和高效，使得手机媒体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新平台。手机媒体政治参与已成为我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包括网络舆论与手机舆论在内的“新媒体舆论”一词逐步开始流行。

作为舆论形式的一种，新媒体舆论必然具有舆论的特征。但是，与传统舆论相比，因其传播空间的不同，加之新媒体传播机制的影响，特别是传统“把关人”角色在新媒体传播中部分失效，使得新媒体舆论成为与传统大众媒介舆论有较大差别的舆论形态。

二、新媒体舆论的特性

（一）丰富性与多元性

新媒体舆论的丰富性是指新媒体舆论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新媒体所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无边界和即时互动等特性，使网上舆情在价值传递、利益诉求等方面呈现多元化、非主流的特点。加上传统“把关人”作用的部分失效，积极健康的、庸俗和灰色的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以致新媒体舆论的内容异常丰富。

新媒体本身承载着海量信息，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快速汇总和整合信息并对其进行存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论坛、博客、微博，日益成为活跃的公共话语空间。新媒体舆论包罗万象，既存在轻松话题，也存在严肃话题，既有庸俗话题，也有高雅话题。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作为新闻的集散地，网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新闻和突发事件，这就为舆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议题”，同时网络又是自由互动交流平台，使得新媒体舆论的内容五花八门、异常丰富。

过去，由于地理位置的自然屏障作用，交通和通信技术相对落后，加上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存在，恶意的政治信息难以入侵。但是，互联网的自由性与开放性使得天然的地域障碍不复存在，新媒体舆论的意识形态呈多元化。

（二）开放、自由与互动性

现实社会中，人们处于特定的群体中，个人行为往往会受到各种社会习俗与制度的制约，很多人戴着“面具”。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虚拟的身份与匿名的形式给了人们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人们感受到空前的安全感。正是这种安全感增加了人们对自我意志的认同，并激发了人们表达与表现的欲望。

新媒体舆论的主体是成千上万分布在不同区域的网民，这些网民通常在网上匿名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具有很强的虚拟性。网民的匿名性特点决定了新媒体舆论具有开放性与自由性的特点。

新媒体具有即时互动性，其舆论传播过程得以延续和完整。新媒体舆论的受众不再是毫无主动性可言的“靶子”，传播者也不再占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和控制权。而且，在新媒体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模糊，可以在瞬间相互转化。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强势，网民个体逐渐成为网上信息发布主体，个人的力量在增强。

（三）速成性

新媒体舆论的迅速形成得益于新媒体传播的优势。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新媒体舆论的速成性主要表现在新媒体舆论形成时间的缩短与空间的缩小。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省去了印刷与录制等诸多环节，缩短了从媒介议程转向公众议程，也就是形成社会舆论的周期。

由于新媒体传播的优势，信息发布速度迅速，并且能够借助新媒体进行快速传播。帖子或言论一旦引起网民的关注，就会被反复转载，以惊人的速度扩散。

新媒体的即时互动性使交流成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网民能够对网上意见迅速做出反应。这种互动的过程可以迅速使新闻事件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焦点，很快引发并形成舆论。新媒体为网民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消除了传统媒体中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过程中存在的滞后问题，使各种意见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并得到整合，进而形成舆论。一些重大新闻和热点问题在网上发布仅几个小时，新媒体舆论便会沸腾。

互联网传播具有广泛性，作为舆论主体的网民虽然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打破地域的界限与空间的阻隔，实现意见的互动，从而快速形成舆论。

新媒体舆论既可能“兴”、“衰”迅速，也可能长期持续。新媒体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信息类型的舆论；另一类是观点类型的舆论。由于新媒体传播效率超过一切传统媒体，当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新媒体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迅速吸引网民眼球，引发网民表明立场，交流信息，引起共鸣，形成一个主导性意见，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这是典型的信息类型舆论。观点类型、话题类型的舆论，如网上社会不公、腐败等舆论，就长期滞留，即使网上删除了引起某种舆论的信息和言论，但相关话题难以消除。观点类型的舆论一旦形成，在舆论目的没有实现之前，网民不会改变原来的观点，舆论往往短期难以消除，它总会在新闻跟帖、论坛或者博客上出现。

新媒体舆论容易“一边倒”。在很多案例中，多数网民的认识和看法普遍简单直接，不深刻不全面，带有很强的群体盲从性，出现“一边倒”态势。对于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敏感的国际关系问题、社会阴暗面、腐败案件和负面的突发事件等，种种偏激的言论甚至比正面的主流言论传播的更快，波及面更广，出现舆论“一边倒”或“关键时刻的雪崩现象”，从而导致网民意见的“高度集中”，即使这些舆论是非理性、情绪性的。

互联网是个开放的、参与性十分强的世界。任何人，不论其社会地位、贫穷富贵、文化高低、性别种族，在互联网上一律平等。最突出的是在网络论坛中，所有访问者都能在其上发布自己的消息和对事物的看法。

（四）匿名性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民的发言容易无所顾忌，这一方面可以反映真实的民意，另一方面也为一些网民发表不负责的言论提供可乘之机，导致网上侵权事件频发。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角色和身份往往是公开的、真实的，并受到他人、法规等各方面的监督和制约。换言之，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戴着“面具”。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开放和自由的空间和平台，是一个相对虚拟的社会。正因为新媒体的虚拟性，新媒体舆论的主体呈现出一种隐匿状态。

在新媒体舆论活动中，由于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他们更乐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更为真实、可靠。因而，主体的匿名性促使新媒体舆论以更大的数量、更快的速度生成。新媒体舆论主体的这种匿名性，使其可以少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大多数人都能得到充分释放，在这个虚拟、自由的空间里大胆地发表意见和评论。但这往往会导致有些人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表虚假性言论，使新媒体舆论信息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局面，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但是，同时，在很多时候，由于这种匿名性，民意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真实、充分的表达。

例如，2009年5月19日，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通知，要求从2009年7月1日开始，所有在我国销售的个人电脑都要预装“绿坝”上网过滤软件。此通知一出，引发网民热议。虽然官方的“新闻通稿”称，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采购过滤软件，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但事实上，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显示，在匿名状态下超过80%的网民反对强行安装这款软件。在强大的网络民意面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于6月30日晚紧急宣布推迟预装，后又改称：绝不会出现在所有销售的计算机里一律强制安装的问题，改进后的预装方案主要限制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的计算机。

（五）非理性和理性因素并存

新媒体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不可小觑，新媒体舆情也日益成为政府执政所必须参照的“晴雨表”。由于新媒体的匿名性、开放性等特征，有人会把新媒体作为发泄情绪的场所，形成一种情绪型舆论。这种舆论包括政治情绪型、社会情绪型、文化情绪型和生活情绪型等。

新媒体情绪型舆论在网上出现，有助于党和政府了解真实民意，新媒体在日益成为公共民主生活“推进器”。

但是情绪型舆论也存在着非理性、消极性、感染性、扩散性的特点。新媒体的匿名性和互动性加剧了新媒体舆论在感性上的膨胀和理性上的匮乏，使新媒体舆论呈现出一定的盲目、冲动、偏激、缺乏理智等特点。

新媒体舆论的非理性还可能造成现实的冲突。新媒体舆论的冲突性是指新媒体舆论的伦理相对主义强化和伦理基础准则的冲突。伦理基础准则有一定的地域性，但互联网却是全球范围内共享的，这就造成了在互联网上不同地域间的伦理基础准则相互冲突。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法律与道德上允许对成人提供色情服务，在网上提供色情服务和信息属于合法；而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网上提供色情服务和信息是要受到谴责、反对甚至法律制裁的。由于新媒体的跨地域、跨国性，与各国政府的地理管辖权相矛盾，使得一些在现实世界属于违反法规而会受到制裁的行为，一旦移到新媒体空间，由谁充当制裁主体以及如何制裁变得模糊不清。这就造成了新媒体舆论的伦理相对主义强化和伦理基础准则的冲突。

在很多案例中，新媒体舆论具有“群体化”倾向。一方面，群体中非理性特点在网民中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新媒体下聚集的群体极易导致群体认同的问题。通过说服的机制，网民会向讨论时的倾向性结果靠拢。这一特点很容易导致言说者态度偏激，话语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

（六）难控性

新媒体舆论的难控性是指在新媒体上要对舆论进行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对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舆论控制，各国政府可以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分配传播资源，对创办新的媒体审核登记，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等予以规范。对传统媒体来说，由于“把关人”的存在，舆论的控制是不难做到的。然而互联网是高度开放的空间，每个人都有“麦克风”，新媒体信息的传播者数以亿计，网上信息的传播不可能都受新闻出版部门的审批。

在网络上匿名发送邮件、参加BBS讨论都相当容易，电子邮件也极易被人截取、更改和伪造。新媒体的开放性，理论上使每个人都成为“新闻发布者”。对于海量的新媒体用户，不可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检查所有言论，更不可能对其作出全面的客观评价，这就使得新媒体舆论控制变得复杂和难以操作。新媒体舆论的难控性是新媒体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新媒体舆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冲突性等特征都是由难控性派生出来的。

新媒体舆论的调控难度表现在：

（1）新媒体舆论主导权不完全由网站掌握，而是由参与议论的网民数量的密集度和强度所决定。

（2）新媒体的开放性，使信息传播者往往可以想方设法绕开各种障碍来发布消息，网站管理者也不可能对网上的言论逐一进行检查评价。

（3）新媒体舆论具有复杂性。新媒体舆论混乱、无序，自觉舆论与自发舆论并存。由于网民可以在网上对任何事情畅所欲言，新媒体舆论主要以自发舆论为主。

（4）新媒体舆论的多元性。新媒体舆论的意识形态呈多元化。世界上存在着对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地域屏障已不复存在，希望在网上完全控制言论不太现实，网络信息可以从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无限量地向另一个地方传输，从而使新媒体舆论的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

（七）容易被人操纵

由于“网络水军”的存在，新媒体舆论呈现出容易被人操纵的特点。“网络水军”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网络水军”有专职和兼职之分。关于“网络水军”对新媒体舆论的操纵，我们将在后面的网络论坛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第二节　新媒体舆论的管理

一、新媒体舆论的功能

舆论监督。政府决策、法律法规的制定，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上传播的舆论来施加影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一些学者、专家呼吁叫停征收养路费，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对此的回应也都是通过网络的快速传播而为人们知晓。

信息传播。由于新媒体的存在，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网络的即时传播特性使之超过了传统媒体。如2013年3月，对缅甸毒枭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等4名湄公河案罪犯执行死刑仅仅几分钟后，各大门户网站就对此进行了报道。由于新媒体舆论具有集散、传播甚至放大效应，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过去存在的一些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现象得到很大改变。

交流思想。新媒体舆论通常是多种声音并存，使网络成为各种思想碰撞的场所。2013年1月11日，因被很多人嫌弃长相丑陋，认为受人歧视的四川某大学学生曾世杰，在持续的心理压力下走向极端，于校园湖边杀死一名女生、刺伤两名男生。曾世杰“因丑杀人案”是否要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成为法学专家与网民争辩的热点。许多网站开通的辩论台、网上投票等，为不同舆论的争辩提供了场所。

新媒体舆论对政府行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以敏捷反应形成即时性影响。

2001年广西南丹矿区发生特大渗水事故，正是由于新媒体的披露，内幕才得以揭开。同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正是由于新媒体舆论的力量，涉案人员才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的法制进程。2009年5月7日的杭州飙车案被中国网民称为“欺实马事件”（音同70码，取欺负老实人之意），河北大学新校区“10·16”交通肇事逃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孙伟铭案、药家鑫案等，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新媒体舆论传播更敏捷、更快速，对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社会民众有权质询政府，政府也有责任回复民众。面对质询，政府要有更快捷的反应能力和足够的重视，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对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予以反馈，以消除民众的疑惑。很多时候，公众的质疑、猜测大多源于信息的不畅通，极个别是少数部门的乱作为和不作为。

第二，以多元反应形成印证性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可在瞬间从一个地方无限量地向任何地方传输。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发布信息的空间。传播的开放性和传播者的多元化打破了传统媒体舆论传播的垄断局面。

第三，以海量反应形成复杂性影响。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突破了报纸版面、广播电视固定时段、节目容量等诸多限制。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每个网民都成为潜在的信息提供者，使网络信息源源不断。同时，数据库的存在，使历史信息得以保存，而正是信息集纳的广度与深度型积累，形成了新媒体舆论的海量信息。

第四，以互动反应形成挖掘性影响。

新媒体的快速回应使互动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经常性交流方式。在传统媒体时代，也有传统意义上的互动，但其范围和影响有限，而且内容也必须受到严格审查，是一种“分时”互动。而网络将互动变成为一种“即时”互动。网络在线调查、及时点评和多渠道的参与，使新媒体舆论形成速度远远快于传统新闻舆论。一个热点事件的存在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

二、新媒体舆论存在的问题

新媒体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导致了新媒体舆论的巨大“杀伤力”，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缺失导致舆论失控。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新媒体舆论存在的不良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谩骂与攻击。

网络的匿名性及隐藏性使网民对于他人的攻击和谩骂成为一种多见现象，特别是在门户网站的新闻跟帖、贴吧、论坛里，对新闻报道的主角或者特定的当事人、单位进行辱骂指责的现象司空见惯，很多是情绪性的发泄。也包括利用博客进行骂人的，南京大学教授陈堂发就因此状告博客网站且胜诉。

2005年9月，陈堂发偶然搜索自己的名字，发现自己被指名道姓地在私人博客上辱骂。陈堂发与总部设在杭州的中国博客网联系后，被告知该文章不能删除。于是，陈堂发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成为“中国博客第一案”。

第二，发布虚假信息。

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便利性，以及网络信息审查与传统媒体的信息审查存在巨大差异，导致网络上虚假信息发布非常容易。2006年12月18日，温州鹿城警方在论坛上发现对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造谣、污蔑的帖子，发帖者陈某被治安拘留10天。

2012年7月26日，海口市工商局美兰分局执法人员在网络抽检时发现，阿里巴巴网站上有这样一则消息，宣称“海南南×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7年，注册资本：人民币436万元，是海南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塑料制品加工企业，并拥有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才。厂房面积21 000平方米，员工301~500人，年营业额5 001万元/年~1亿元/年，注塑车间拥有全电脑控制精密注塑机30多台，月产量700吨”等。美兰工商分局执法人员经初步核查发现，位于海口市桂洋工业开发区的海南南×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有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虚假宣传的嫌疑，随即向该公司下达行政约见书，要求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7月30日到工商部门进行详谈。

经与该公司副总经理约谈并着手调查后，美兰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实际工人数仅130多人，3年期间的营业额人民币2 648. 987 1万元，平均年产量约为900吨，且机器设备老化，皆由人工操作。

工商部门认为，该公司在其网络广告中发布与事实不符，夸大企业信息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于是对其作出处罚。由于当事人南×塑料公司的认错态度较好，遂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罚款3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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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量民事侵权。

新媒体舆论侵权既有侵犯人身权的，也有侵犯财产权的，如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在网上未经同意公布当事人的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如一些明星电话、地址大公开，干扰了当事人的生活安宁并侵犯了其隐私权。在网络上随便公布他人照片，甚至进行恶搞，则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未经同意，大量转载文章，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

2013年3月9日，网上传播的乌鲁木齐市“学生戴花帽被处罚”虚假信息一案告破。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破坏活动，其境内关系人祖某对所犯事实供认不讳。该虚假信息称，乌鲁木齐市23中百余名戴花帽的学生被召集到操场罚站，校方勒令摘下花帽，否则将予以开除。经有关部门向当事学生及在场教师调查核实，该校3月5日课间操期间，有10余名学生戴着花帽跑步，组织课间操的老师考虑到戴花帽不便于体育活动，说服学生取下帽子。其间，学校没有对学生做过任何处罚，更没有说要开除学生。据公安部门查明，境外伊某从网上获得此信息后，别有用心地制作了所谓的“学生戴花帽被罚站”的虚假照片，然后将照片传回境内，由其关系人祖某在网上传播、煽动，蓄意歪曲事实，企图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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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并不是法律的真空，新媒体舆论中存在的侵权行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事责任方面，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在行政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多次发送淫秽等信息的，偷窥、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要处以拘留或罚款。如果侵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则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根据《刑法》的规定，犯侮辱罪、诽谤罪者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三、新媒体舆论的管理

新媒体舆论是对普通民众话语权限的解放，它满足甚至激发了普通民众想说敢说的欲望。网络是一个巨大的舆论集市，混杂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各种意见。新媒体舆论热点集中，目前，主要话题事关民生，医疗、住房、教育、工资等话题是舆论的焦点，涉官、涉贪的政治话题也是热点。新媒体舆论虚虚实实，情绪化表现突出，既有有根有据的报道，也有无中生有的炒作。

新媒体舆论中有的是谏言，有的则是怨言，谏言固然可嘉，怨言也未必就可畏。有效的社会参与是危机治理的重要环节，让民怨及时发泄出来往往可以缓解冲突，消除某些潜在的隐患，无视甚至压制民怨乃是不智之举，日积月累的民怨得不到解决反而会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新媒体舆论调控已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如何引导网上舆论，平衡网民心态，理顺网民情绪，关系到发展稳定的大局。

目前，在我国，新媒体舆论的主要平台是网络论坛和微博。网络论坛是用户进行信息交换的场所，是新媒体舆论的主要生成与集散地。网络的特性使得新媒体舆论与传统的舆论传播相比，舆论生成更为迅速，各种意见纷争也更为激烈，因此，网络在当今社会的舆论传播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

网民们就热点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甚至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影响。

但是，网络论坛的舆论功能是有其限定的，它只能是监督而不可能代替独立的司法程序和依法行政程序来作出定论和决策。网络舆论的声浪再大也不能取代独立的司法调查或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其最本的功能应该是反映民情民意，对决策过程予以监督，施加或大或小的影响。

此外，网络言论是由网友自由发言而成，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新媒体的特性使任何人只要进入网络，都可借助虚拟身份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有“麦克风”，受众的地位空前提升，传方的主导性减弱。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摆脱了被动的地位，开始成为主动的信息传播参与者，这样就使得各种议题纷呈，消解了舆论的整合性，出现了极度的舆论多元化和分散性。

在争夺眼球的竞争中，个别网站为了吸引受众，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发上网，转发或引用虚假新闻误导公众、混淆视听，从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舆论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这就注定了我们要必须积极应对而不能消极回避它。对待新媒体舆论，要像大禹治水，重在疏而非堵，既要发挥新媒体舆论的积极作用，又要把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管理舆论。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不能超越法律的限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不能逾越的。目前，规范网络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也存在多头管理、交叉管理、职责不明的现象。规范新媒体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清理立法，形成系统、有序地调整网络关系的法律体系。

（2）掌握舆论。在网络时代，要形成健康向上、法治文明的新媒体舆论，就必须让网民喜闻乐见、弘扬正气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及时清除有害信息与消极舆论。同时要积极引导舆论，政府网站与门户网站应当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3）自律舆论。作为网站，应当文明办网；作为网民，应当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倡导网络文明道德，使网络成为先进文化传播的阵地。对网上的不良信息不点击、不评论、不转发，并积极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创造洁净的网络空间，促进网络健康和谐发展。新媒体在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运用其强大的影响力，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新媒体舆论多元分散的特点对于舆论管理提出了整合和针对性的新要求。整合是一个含义宽泛的用语，这里主要是指：包容、宽容、寻找共同点、组织为一体。

针对性是新媒体舆论管理的重要要求。网络是一个多元世界，各种思潮都在网上积极寻找自己的空间。

内容的针对性，一是针对公众对事实了解的需求，二是针对被歪曲的事实，三是针对对事实的曲解，四是针对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击，五是针对各种偏激的非理性言论。手段的针对性主要是指分众。分众是个性化的扩展，若干共同个性要求的集合形成一个共性群体，将一个整体划分成若干个共性群体就是分众。新媒体的个性化或分众化服务，是新媒体相互竞争的重要手段。应当引起新媒体舆论引导者的高度重视。

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将新媒体妖魔化，不能将新媒体舆论的混乱完全归罪于新媒体本身。新媒体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是信息流通的渠道。新媒体上流通的信息一部分是有害的，但更多的是无害的。新媒体所带来的正面社会效益远远超过其负面效应。

与处于强势地位的官方权力话语相比，民间舆论尚处于弱势地位，属于我国较为稀缺的话语资源。新媒体舆论表达了来自公民社会的以民间立场出现的声音和话语，并能形成较大的辐射面和影响力。这对于形成舆论的多元化格局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正是言论自由这一理念的主旨，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第三章　新媒体舆论研究的理论模型

新媒体的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技术的根本性变革，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就断言，媒体革命的后果是：所有个人和社会生活都要为适应新技术建立起来的新感觉模式进行调整。然而，在新技术面前，相应的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是滞后的。

第一节　新媒体研究理论模型

目前，新媒体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但是，新媒体的基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薄弱。

目前国际学术界认可并被广泛采用的新媒体理论模型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通过媒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侧重大众传播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目前，创新扩散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已被广泛应用到新媒体研究中。

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体或其他采用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关于某个新语音的信息被传播。通过一个社会构建过程，某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

1962年，罗杰斯研究了多个有关创新扩散的案例，出版了《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一书，他考察了创新扩散的进程和各种影响因素，总结出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扩散的基本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罗杰斯总结了有关创新扩散的研究。该书将创新扩散这一过程分为知晓、劝服、决定、确定四个阶段，并提出了“创新扩散”的基本假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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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创新扩散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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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新扩散的研究转向在社会和文化境况中研究传播媒介和受众，编码与译码、传媒与社会发展等注重双向性和宏观层面的研究成为热点。

第一，个人创新性的等级。

罗杰斯将“个人创新性”分为五个等级，即先驱者（innovator）、早期使用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大多数（early majority）、晚期大多数（late majority）以及迟缓者（laggards）五种不同类型的采用者（adopter）。

（1）先驱者是采用“创新”的先锋，但是过于快速接受“创新”常显示出其喜好冒险与鲁莽之缺憾。

（2）早期使用者常具有意见领袖的特质，其审慎的特性与领导能力对后续的采用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创新”的推广影响深远。早期使用者所具有的工作热忱、人际关系及影响力，使其成为担任组织内“创新媒介者”的最佳候选人。

（3）早期大多数在深思熟虑后接受“创新”。

（4）晚期大多数是多疑的一群，在对“创新”的相关疑虑消除后逐渐接受成为采用者。

（5）迟缓者则是传统、保守，非到万不得已不去采用“创新”的那群人。

第二，创新扩散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1）获知：接触创新并略知其如何动作。

（2）说服：有关创新的态度形成。

（3）决定：确定采用或拒绝一项创新活动。

（4）实施：投入创新运用。

（5）确认：强化或撤回关于创新的决定。

第三，影响采用率的创新特征。

（1）相对优越性：认为某项创新优越于它所取代的旧主意的程度。

（2）兼容性：认为某项创新与现有价值观、以往经验、预期采用者需求的共存程度。

（3）复杂性：认为某项创新理解和运用的难度。

（4）可试验性：某项创新在有限基础上可被试验的程度。

（5）可观察性：某项创新结果能为他人看见的程度。

创新扩散的传播过程可以用一条“S”形曲线来描述。在扩散的早期，采用者很少，进展速度也很慢；当采用者人数扩大到10%~25%时，进展突然加快，曲线迅速上升并保持这一趋势，即所谓的“起飞期”；在接近饱和点时，进展又会减缓。整个过程类似于一条“S”形的曲线（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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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创新扩散模型S曲线



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早期采用者为后来的起飞做了必要的准备。这个看似势单力薄的群体能够在人际传播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劝说他人接受创新。在罗杰斯看来，早期采用者就是愿意率先接受和使用创新事物并甘愿为之冒风险那部分人。这些人不仅对创新初期的种种不足有着较强的忍耐力，还能够对自身所处各群体的意见领袖展开游说，使之接受以至采用创新产品。之后，创新又通过意见领袖们迅速向外扩散。这样，创新距其“起飞期”的来临已然不远。

罗杰斯指出，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要能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采纳这种创新物。通常，这个数量是人口的10%~20%。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扩散过程就起飞，进入快速扩散阶段。饱和点（saturated point）的概念是指创新在社会系统中一般不总能百分之百地扩散。事实上，很多创新在社会系统中最终只能扩散到某个百分比。当系统中的创新采纳者再也没有增加时，系统中的创新采纳者数量（绝对数量表示）或创新采纳者比例（相对数量表示），就是该创新扩散的饱和点。

罗杰斯认为，创新扩散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进行的，在创新向社会推广和扩散的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提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但在说服人们接受和使用创新方面，人际交流则显得更为直接、有效。因此，创新推广的最佳途径是将信息技术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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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接纳模型

技术接纳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TAM）是1989年由戴维斯在菲伯特和埃捷的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用以研究用户对新媒体的接受的一个模型。根据理性行为理论，消费者的行为是由其行为意向决定的，而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又受其行为态度的影响。技术接纳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新媒体研究，尤其是对用户的行为意向的研究。所谓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是指个体企图执行特定行为的主观几率，它是个体从事某种行为的意愿强度。按照技术接纳模型，用户使用新媒体的行为意向受到其态度（attitude）和有用性感知（perceived usefulness）的共同影响。态度是指个体对特定行为喜欢或反感的程度，受到有用性感知和易用性感知（perceived ease of use）的影响。有用性感知是指个体相信使用一个特定系统能提高其工作绩效的程度，可以直接影响参与意向。易用性感知则是指个体相信使用特定系统能够省力的程度，它通过有用性感知来影响行为意向。技术接纳模型在国际传播学界亦被较多引用。

技术接纳模型有两种常见的表述（见图3-3、图3-4）：
[28]



[image: 045-1]
图3-3　技术接纳模型的英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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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技术接纳模型的中文表述



三、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TPB）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结果。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埃捷（1988，1991）提出的。它是埃捷和菲伯特（1975，1980）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简称TRA）的继承者。埃捷经过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因此，他将理性行为理论予以扩充，增加了一项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的新概念，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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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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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行为理论五要素

（1）态度是指个人对该项行为所抱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亦即指由个人对此特定行为的评价经过概念化之后所形成的态度，所以态度的组成成分经常被视为个人对此行为结果的显著信念的函数。

（2）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亦即在预测他人的行为时，那些对个人的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的大小。

（3）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是指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越少，则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其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行为意向具有动机上的含义；二是能直接预测行为。

（4）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是指个人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几率的判定，它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项特定行为的采行意愿。

（5）行为（behavior）是指个人实际采取行动的行为。

埃捷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表现的。而行为意向受到三项相关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源自于个人本身的“态度”，即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抱持的“态度”；其二是源自于外在的“主观规范”，即会影响个人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规范”；其三是源自于“知觉行为控制”。

一般而言，个人对于某项行为的态度越正向时，则个人的行为意向越强；对于某项行为的主观规范越正向时，同样个人的行为意向也会越强；而当态度与主观规范越正向且知觉行为控制越强的话，则个人的行为意向也会越强。反观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埃捷主张将个人对行为的意志控制力视为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完全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另一端则是完全不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而人类大部分的行为落于此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因此，要预测不完全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有必要增加知觉行为控制这个变项。不过当个人对行为的控制越接近最强的程度，或是控制问题并非个人所考量的因素时，则计划行为理论的预测效果是与理性行为理论是相近的。

（二）计划行为理论的主要观点

（1）非个人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不仅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执行行为的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

（2）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此它可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直接预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如图3-5中的虚线所示），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知觉行为控制的真实程度。

（3）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三个主要变量，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4）个人拥有大量有关行为的信念，但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只有相当少量的行为信念能被获取，这些可获取的信念也叫突显信念，它们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与情绪基础。

（5）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如人格、智力、经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并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

（6）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概念上可完全区分开来，但有时它们可能拥有共同的信念基础，因此它们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

第二节　新媒体舆论研究的蝴蝶效应模型

一、新媒体舆论演化的蝴蝶效应

（一）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定义

从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舆论”概念肇始，其定义呈现多样化特征，普遍认同的一种定义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其主体是“意见”，舆论的传播也就是意见的流动过程。

如果只把网络视作传播工具，则“网络舆论”可界定为“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并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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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网络舆论”的基本定义超越了简单的技术层面解读，而将其看作社会表达渠道，更加符合我国当下的国情。

蝴蝶效应由美国人洛伦兹于1963年提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是对网络舆论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一种隐喻。蝴蝶效应说的是复杂混沌的系统无法精确预计和完全控制，虽然个人不具有传统意义上控制者的力量，但都是拥有微妙影响的蝴蝶力量，即“无力者的力量”
[31]

 。有学者提出，网络舆论中的蝴蝶效应，是一种在网络舆论初始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意见表达时形成的非线性不规则的混沌现象
[32]

 。这个定义强调了蝴蝶效应中网络意见表达的“非线性不规则”性及“混沌性”，但将网络舆论初始条件的细微性及引起结果的不确定性省略为“网络舆论初始条件的不确定性”，忽视了蝴蝶扇动翅膀的本来含义及风暴产生的可能性；也有研究者提出，蝴蝶效应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在网络作用场中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引起文化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的普遍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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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提法实质是强调“小事”可以演变成舆论“龙卷风”或产生“轰动效应”，注意到了蝴蝶效应的中立性，但作为定义描述的较为宽泛，缺乏对演变过程的分析，失于空泛。

我们认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是指微内容经过舆论压力集团——网民对信息的细化与叠加，引发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协同效应，经实体社会的相关方反馈后，最终形成舆论的倍增效应。

在这个概念中，首先，强调网络舆论产生的初始条件具有敏感性；其次，强调蝴蝶效应产生的效应并非突然之间的风暴，而是有着自相似性；再次，初始条件经过演变产生的结果强调具有不确定性，而非必然的破坏性；最后，蝴蝶效应发生的过程具有混沌性，在无序中见到有序，分形和迭代即为其秩序。

（二）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要素及特点

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演变中，网民通过对网络事件细节的细化与叠加，形成信息的树状结构。对于某些热点事件，受众会把知识和认知范围内的情绪和倾向作为增效剂，利用普通网页、新闻、论坛、博客、跟帖、回帖等多种通道，混合放大成新的信息，形成新的舆论。同时自身身份出现转变，从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变为同时扮演信息发现者、传送者角色，在反馈的同时向网络中不同方向、不同群体进行信息反馈，诱发大范围、多层次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共振”，借助网络独特的双向互动、多向互动作用，“共振”循环往复，产生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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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扩展“共振”区域，扩大“共振”幅度，以几何倍数的扩散速度，呈现爆发式影响力，最后产生“雪崩”效应，舆论风暴就此形成并不断推进，社会动员功能不断增强。

可见，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有三个要素：微内容的发布，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协同反应，利益相关者的反馈。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舆论倍增、指数级放大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微内容发布者与事件相关者拥有社会资源的对比，体现的是弱者之力；二是初始内容之“微”与舆论风暴引起的物质、信息、能量等的变动之大；三是体现在舆论压力集团人数之巨，观点触角之深。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既包括社会事件，其特点是以新闻人物为主体，以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实施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等；也包括文化事件，其特点是以某个人物作为某种文化的代表，大众追捧某种异质文化，形成社会舆论。本书重点讨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社会事件。

二、新媒体舆论演化的模型与变量

（一）模型概述

为解释网络传播产生社会影响的演变路径，需要构建一个网络传播蝴蝶效应的演变模型，将看似繁杂的网络传播过程按照信息源、传播主体、反馈主体、反馈指数等要素进行模式化处理。然而，“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模型都有适用性和局限性。此外，鉴于某些数据的有限性及现阶段研究的限制，本书所构建的模型也只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是非线性系统。在非线性方程中，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对其他变量有不成比例的，甚至倾覆性的影响。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保持相对不变，但在某些临界点会发生分裂，系统进入新的状态。同样，在舆论演进的不同阶段，某个变量的微小变化会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造成舆论传播效果的指数级放大，模型的设立具有一定难度。

同时，模型不仅要反映网络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还要重现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在各个阶段的作用及相互影响，将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素、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等有机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网络与外界环境进行交流的方式是复合式的，是点对点的、多对多的、双向的、水平散布的网状模式。在这种网络模式中，哪些因素居于中心位置，需要大量数据和实验才能明确把握。

本书构建的模式既有结构性模式特点，侧重于描述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的结构体系，又有功能性模式特点，从传播功能、能量、信息流向等角度，描述传播系统及传播要素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概率与信息本身的重要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些重要而敏感的事件可能不会进入蝴蝶效应的发生轨道，因为传统媒体已经注入了足够的注意力。同样重要的事件，由于发布平台和解读机制不同，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演变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同等重要和敏感的事件，哪些因素促成了网络舆论的倍增效应？本书提出一个简单公式，即：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网络参与度×传统媒体参与度/相关方正反馈度。

可以看出，这个模型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素（见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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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网络舆论的影响因素



一是传者。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传者具有多元化特点，包括网民、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公共机构、网络推手。网络舆论中传者的特点主要是每种传者，包括网民在内，都具有自我议程设置功能，摆脱了原来纸质媒体的权威地位，摆脱了失语状态。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传者同样可以决定传播的时间、内容和形式，但少了信息的把关和过滤。

二是受众，即信息的接收者。受众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者，是传播的对象或“目的地”，同时又是传播者积极主动的接收者和反馈者。传统意义的受众具有以下特点：人数众多、广泛性、复杂性和分散性及无组织性、不固定、不确定及隐匿性。在网络传播中，受众（网络用户）由隐匿走向公开，由接收者变为发布者。

三是传播媒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媒介大规模融合。传播媒介不仅融合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而且在网络媒体内部，又有微博、播客、流媒体等新形式。值得关注的是，突发性新闻事件，可能从发酵和媒体介入开始，直接发展到爆发阶段，也有一些热点事件，由于事件的不断发展，线索的不断提供，形成一波一波的舆论热点。随着便携式终端的发展，网络舆论不再局限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也将成为值得关注的领域。

四是传播内容。通常而言，在蝴蝶效应发生过程中，不仅包括原创微内容，也包括纸媒内容。二者交替出现，呈现乘数效应。从数量上看，原创微内容具有小体积、大容量的特点，在短期内集中出现，并且在信息和观点交换的过程中碰撞出新的观点，发现信息的新线索，增长速度惊人。纸媒内容则与前者有交叉现象，其出现速率与前者成正比。从质量上看，原创微内容由于缺乏传统“把关人”对信息的过滤筛选机制，质量上良莠不齐。而纸媒内容虽然在出现时间点上稍有时滞，但由于较为严谨的工作流程及现实社会的诸多约束，对观点的平衡和客观性也要求更高。二者皆具有井喷和发酵特点。

五是传播方向。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传播方向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多向互动性。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网民与网民之间，普通网民与意见领袖之间，网络虚拟世界与线下实体社会之间，时刻保持着活跃的互动状态。由于网络媒体的互动性、即时性、多媒体性等特点，信息传播方向在网络共同体的小范围有明确指向，而在大范围则呈网状发散。

六是传播效果。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在传播效果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指数级放大，突出体现在初始条件与最后结果之间在等级、数量、影响范围等方面的巨大反差，也体现在影响人群数量之庞大、观点冲击力之强等方面。由于蝴蝶效应中信息传播呈现短期集中爆发等特点，因此信息噪音突出。信息噪音的处理过程也是传者与受众、线上与线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相互动的过程。传统媒体的介入，实体社会的反馈皆扩大了传播效果。

（二）网络参与度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出“互动参与指数”以反映网民的社会参与程度。报告显示，我国网民2009年的互动参与指数为49.0，高于2008年的47.0，也高于美国的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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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特征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中突出表现为公众在公共领域中参与程度的提高。

1. 网民的内部协同

网民作为一种自媒体，在起源于微内容的网络热点事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有一系列协同优势。

第一，庞大的用户群加上瞬时传播造就了“压力集团”。网络传播由线性传播进化为非线性传播，受众由“聆听者”和“被教育者”演进为拥有与媒体几乎同样话语权的信息发布者，由传统媒体一人布道式的“教堂式传播”，变为众语喧哗的“大集市式传播”。庞大的用户基础，将网络媒体推上了主流媒介的位置。而且，这种靠体制外监督产生的体制内监督，在当今我国特殊的管理体制下，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第二，自我赋权意识强烈。赋权一般被定义成“给予权力或权威；给予能力；使能，给机会”。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家奎因·米勒指出，赋权是指发展积极的自我能力意识，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有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可以增加个人和集体的资源。网络社群因观点而结成暂时的联盟，对意见的发布和社会动员进行自我赋权。这种赋权不是与政府权力和既有权威部门的简单交接，而是各种力量错综交织和此消彼长的长期博弈过程。

第三，信任度与约束感强。网络舆论复杂自适应系统具有约束力。一是意见的约束。新的媒介技术赋予人们越来越强的信息“过滤”以及“自我选择”的能力，也使网络公共空间分化的问题凸显。随着舆论的不断推进，网络舆论会自动聚集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其他零散的意见会被逐渐排挤出公众视野。这种约束呈现出网络舆论主体的分化倾向，使得舆论主体同质化特点更加明显。二是对未来行动的约束。舆论主体不仅会对事件本身发表看法，而且会对如何发挥网络的社会动员功能提出计划和步骤。两种约束机制发挥何种效力，取决于网络意见领袖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第四，共享偏好度高。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过程中的网民具有较高的共享偏好，乐于将自己的目标、技术和信息与他人分享。克劳科认为，即使缺乏直接的收益，信息也能得到广泛共享，这是由于在线互动的某些特征以及互联网参与者的文化所致。与物理社区的交换文化不同，网络中严格的、双向的、实时的互惠并非必需。对于贡献者而言，提供信息的成本远远低于其能获得的潜在回报，并使其在网络世界中被奉为信息灵通人士，提高了其自我成就感。而且，由于接受者众多，形成了规模经济，创造了积极的外在效应。

第五，网络的数据库功能。信息数字化带来的数据库功能和记忆特性为搜索引擎、技术的更广泛应用及网民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提供了可能。网络记录的个人言行，尽管权威性难以保证，但容量却在不断更新和扩大，经过相互印证后也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同时，它还具有公开性，任何人只要进行简单注册，就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接近信息。网络事件中，越是经过数据挖掘得到的信息，越具有吸引力。越是被他者客观记录的内容，越被视为权威资料。对这些细节进行反思性解读，在许多事件中具有“敲门砖”的功能。

第六，隐性议题的发掘。在网络事件发生之始，信息呈现井喷趋势。众多网民通过微内容集聚，思维方式呈树状。信息需求具有立体性，既有与事件本身高度相关的细枝末节，又有其发生背景、前因后果等制度性反思。这就使得一个网络事件的“信息树”格外庞大。

2. 网民内部协同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自我议程设置效果。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后，网民通过论坛、博客、新闻点击、留言等方式，对某些重要问题进行反馈、讨论、传播，达到自我设置议题，促使包括传统媒体、权力部门来关注热点事件，引导热点事件的解决。议程设置的主体变化后，议程设置的力度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和传统媒体的交互性设置中，议程主题传播的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沿着议程设置者→媒体→受众的单线程流动，网络媒体则是网民↔网络媒体↔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者↔传统媒体的环形立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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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忽视的另一面是，议程设置主体的更迭，在依靠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掌握充分的信息时，也会滋生谣言，使得网络暴力肆意横行，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中交互推波助澜。

第二，议题转换次数。互联网凭借技术特性在信息扩散和动员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其能否建构有效的公众舆论，则取决于网络舆论的分割程度。一方面，网民态度的极化降低了这种分割程度，舆论形成初期，网民意见的极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舆论，进入传统媒体的选择体系。另一方面，舆论形成后期，网络舆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和持久性，则取决于隐性议题的发掘。网络舆论具有共同目标，运用一定的网络技术共同完成这个虚拟目标，甚至进行线下行动时，这种分割程度也会在共同行动目标、步调中得以弥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网上公共行动风险带来的冲击作用。

第三，舆论-信息树的立体化程度。在网络事件发生之始，信息需求会呈现井喷趋势。众多网民通过微内容集聚，思维方式呈树状。网络舆论总是从一个中心点开始的。每个关键词都成为一个子中心或者联想，合起来以一种无穷无尽的分支链的形式向四周放射，或者归于一个共同的中心。

第四，与网络历史事件的关联度。网络事件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之后形成一个热点，之后由于缺乏新近信息的刺激会处于冷冻状态，即网友既未完全忘却，也由于没有新的刺激而无从再次“冲高”。在这个新闻节点上，如果有类似事件发生，联想机制也会发挥作用，再次形成新闻热点。

联想机制发挥作用的另一面是跻身网络事件的门槛不断提高。换句话说，发生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阙值不断提升。随着社会极端事件的不断发生，天然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的新闻媒体对某些曾经敏感的新闻产生了钝感。同样的，网民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同情心及责任感也在日益发生的网络事件的门槛前钝化。

3. 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经常为网民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网民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Burson-Marsteller研究小组（2005）调查发现，网络上有一批“e-influentials”，意即网络意见领袖。他们通过在聊天室、论坛、公司网站和博客上进行信息传播而创造或改变舆论、建构潮流、引领时尚。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舆论领袖是指能够敏锐感知和判断网络舆论微内容发布的重要性，能对事件形成自身鲜明观点，影响其他网民持久关注，实现信息落地，从虚拟世界走向现实参与的人群。权力分散到个人之后，最重要的资产不再是原有的金钱、地位，还包括想象力、人格特性和决策力。

第一，网络意见领袖三要素。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信息由他们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与传统意见领袖相比，网络意见领袖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信息接收量更大，意见形成和传播的门槛也更高，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信息竞赛。传统媒体中意见领袖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体现了某些价值观，对于追随者具有吸引力；二是获知大量信息的能力；三是社会联系，即该人认识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萧强教授认为，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应该具备以下几种要素：拥有发言平台，言说可以形成身份认同，身体力行，某方面的“专家”及私人品行可靠。换句话说，“基于对公共领域关注的价值观”、“认知、判断和行动力具备优势”及“社会联系的广泛性”是网络舆论领袖的三大要素。

首先，价值观具有草根性。与以往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社会地位较高、拥有精英式价值观的传统意见领袖相比，网络舆论意见领袖产生范围更广、草根性更强。从产生途径看，是通过非政治制度渠道，如网络发帖数、点击率、影响力等文化、心理等因素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由正式制度安排——组织任命或选举产生的。网络意见领袖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草根性。已有网络舆论意见领袖评选结果也证明，具有草根性价值观是网络舆论意见领袖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官员身份无法代表公共利益，而是强调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基于公共理性，关注公共领域的草根意见领袖更能获得响应。

其次，对网络信息具有认知力，对网络事件具有判断力和行动力，在认知-态度-行动三个层面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在认知方面，主要强调对信息的高度熟悉和准确运用。在行动方面，重点在于身体力行，勇于承担责任和压力。

最后，“社会联系的广泛性”。网络意见领袖的身份在某些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与现实社会的职业、兴趣和爱好可能会重合，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人脉的资源。

根据以上三个要素，现阶段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世界的迁徙，这部分人群包括了作家、学者、艺术家及传统媒体记者。第二类是其他行业的业余观察家和自由撰稿人。他们在实体社会中也是某个行业的专家，只不过不属于传统的文化圈。在网络舆论中摆脱了行业局限，利用自身的知识资源发挥影响力。第三类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无业游民。这一人群的草根性最强。

第二，网络意见领袖的行为动机。分析网络舆论意见领袖的行为动机，一个重要视角是知识权力的新特征。网络社会的权力呈现出知识化、扁平化和分散化三个特征。权力知识化的第一个表现是权力来源的知识化，它是一种非强制的权力，是一种“软权力”。托夫勒曾经说过，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不仅用于惩罚、奖赏、劝说，甚至用于转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只是权力的凸显不仅改变了权力的形式，也改变了权力的运用方式，具有全新的劝诱性、共享性特征。运用知识权力可以控制信息的生产和流动，还可以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争夺对“博弈”规则的支配权。因此，分析网络事件中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行为动机，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是作为虚拟社会资本的网络威望。网络意见领袖的威望是通过他在网络事件中对蝴蝶效应产生和推动来发挥作用的，而网络威望也是他在事件中耗费心力和体力的最大收益。网络威望的获得能够满足他在潜意识中成为权威和英雄的需求，虽然那可能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实际的改变，甚至有时会带来负面影响。集体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觉得扶持有意义的事业会提升自尊，做一些有助于他人的事情会令自己的心情更好。

其次是作为社会实体资本的商业利益。网络意见领袖会被商业利益所诱惑。如许多论坛编辑都与网络推手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当网络推手为了满足私利或是某个企业或组织的利益时，知名论坛的编辑一方面为了满足制造网络热点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取网络推手的商业利益，在充当了重大网络舆论连锁反应孵化器和推动者的同时，也在许多网络文化事件中助长了低俗文化的泛滥和推广。

第三，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因素。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1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我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占到网民总数的68.6%；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39%。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网民容易受到权威暗示效应的影响，更容易成为民间意见领袖的追随者。在网络舆论发生连锁反应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效应的决定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事实的模糊度与网络意见领袖在舆论蝴蝶效应的作用呈正相关。网络事件发生后，实际上是网民在网络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力图打破信息不对称，实现网络信息链的供求平衡的一场博弈。一方是将网络视作社会资本的有机组成，争取网络权力的完整运用，对有关事件的信息要求知情权和参与权，提出了诸多信息需求；另一方是把持传统信息资源，将信息看作既有权力一部分的信息供应方。双方的力量越不均衡，网络意见领袖的用武之地也就越大。有争议的新闻在事实不清晰的情况下，“网络意见领袖”便会形成自身独立判断，发布可能含有合理想象与偏见、成见等因素的见解，并在网民中引发共鸣，使得网络舆论在与实体社会的互动中走出虚拟世界，造成事态的扩大。

其次，网络技术的发展、发达与网络意见领袖发挥作用的大小呈正相关。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成为网络意见领袖的一大利器。意见领袖常常对网络技术先知先觉，并能利用它们增加自身权威性。搜索引擎等技术的出现大大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尽管难免出现侵犯个人隐私等负面行为，但搜索引擎、人肉搜索等技术使个人的任何行径几乎无法逃离网络恢恢，增长了意见领袖的行动能力。

再次，网络意见领袖的稳定性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呈正相关。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表现具有稳定性。某些人群重点关注某一类议题。尤其是当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出现时，他们会在最短的事件内利用网络搜索引擎等技术，掌握尽可能多的新闻细节，整合多方网友意见，对事件发出最有影响力和推动力的评论，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提出计划和建议。在网络舆论的社会动员方面，网络意见领袖具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第四，网络意见领袖的创新度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呈正相关。网络意见领袖是网络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其在网络热点话题中的创新越多，蝴蝶效应发生的几率越大。

第五，网络意见领袖的知名度、显性化程度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呈正相关。网络知名度的来源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实知名度直接转化为网络影响力；第二种是网络知名度。许多意见领袖尽管是匿名存在，但其网名已经具有名人效应和品牌效应，其关注点和言论具有信息价值。

最后，网络意见领袖社会联系的广度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呈正相关。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种有趣的张力，一些虚拟关系会发展为现实生活中的参与行动。事实上，在参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过程时，网络意见领袖经常能找到重要的他人，增进了解，激发认同。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伴随着网络意见领袖的现身和崛起。这种崛起通常都与意见领袖与传统媒体的串联相伴而生。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触发之后，网络意见领袖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基本现出雏形——协商选择话题，共同验证真实性，质疑公权力机构，实施救济等。这种资源互补、优势合作的方式大大提升了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这种方式也形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协作效应。

4. 网络媒体

“网络（论坛）载发-版主推荐-网民关注-传统媒体记者介入”已经成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的基本路径。复旦·慧科发布的《2010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分析报告》指出，网络媒体显示出类似“公共领域”的作用。网友与论坛及博客等媒体之间形成了舆论热点-事件发展的循环互动，打造了网络公共领域。

网络媒体对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影响因素包括网络媒体的知名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盟程度及网络“把关人”的新闻敏感性等。

首先，网络媒体的知名度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高度相关。互联网实验室发布研究报告，全球网站500强中有60家中国网站，天涯社区是唯一上榜的综合社区类网站。如果事件能被天涯置顶、加精，则意味着关注人数会指数级增长，以及观点的涌现与网络意见领袖的集结。

其次，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程度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存在相关性。我国特有的媒体管理制度决定了二者实行资源共享后能取得效益最大化。传统媒体拥有采访权，但却有许多限制，而网络媒体则拥有众多新闻线索等待落地。网络舆论介入使得地方报纸的报道也可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大大刺激了传统媒体与网络编辑“结盟”的热情。这种结盟，即资源共享，使得二者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了一定的优势，“结盟”也逐渐成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的动因之一。

再次，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与网络编辑生产和发掘热点事件的能力有关。而天涯、猫扑、凯迪网、西祠胡同这些有影响力的论坛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编辑的表现。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产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网络的垄断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品牌化、特色化是网络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但少数几个网站掌握话语权，充当网络“把关人”角色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网络话语权资源过于集中，网络垄断的苗头逐渐显现。网络垄断可能存在的危害包括：滥用话语权，代表伪民意，与其他利害人达成共谋，出卖民众话语权，商业化倾向严重等。

5. 网络推手：一个辅助变量

网络舆论作为公共物品总是面临被个体消耗或过度开采的危险。在网络信息爆发和网络声音传播过程中，拥有众多网络关系的网站或网络公司，有能力借助于其在用户拥有量、信息服务技术和资源集中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操控民意，造成“舆论垄断”，形成了“爆料-收费-消负”的恶性循环。而这种“舆论垄断”效应，如果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逐渐拓展到行政权力和公共利益领域，使网络舆论被人为操控，就有可能丧失其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意义。有无网络推手的幕后操作也是决定网络舆论蝴蝶效应能否发生，发生效果如何的辅助变量。

随着网络的普及及影响力日增，网络推手从娱乐和商业策划，逐步深入到社会问题、公共事件策划，涉及范围更广。

网络推手、网络黑手与网络水军反映了一种伪民意。网络推手、网络黑手与网络水军是网络高度发达、网络传播效果引人注目的新媒体发展阶段的产物，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三者的区别在于手段有所不同。网络推手利用正当的吸引网民注意的策划手段实现对公共事件走向的控制；网络黑手则是利用散布谣言等不正当手段实现商业利益；网络水军则是出卖自身话语权，利用发帖行为进行盈利的人群。

在利益的驱动下，媒体间的合作在默契中形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络推手只制造了网络事件的原点，而操作性网络营销事件却能够此起彼伏。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网络热点事件中，传统媒体已从传统的“把关人”陷入被渠道化的危险之中。

三、传统媒体参与度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网络媒体利用其技术优势，形成巨大的舆论合力，甚至仅通过网络围观，就可以对传统媒体形成压力，为其进行议程设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对于网络舆论议程设置功能过于乐观。原因在于，网民本身的草根特性，决定了其所设置的议程都与自身利益高度相关。而这种议程设置只是弱势群体寻求自身利益表达的一种尝试。网络媒体尽管通常都能成为新闻的第一落点，但要真正使新闻落地，发挥社会动员功能，却必须进入传统媒体的视野。这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二次把关。没有传统媒体的接力，网络媒体只能是纸上谈兵。

（一）传统媒体的协同动机

传统媒体的参与度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生态呈正相关关系。在网络热点形成之后，传统媒体开始跟进，将其按照传统媒体的把关要求进行处理后搬上报纸版面或电视屏幕。网络舆论一旦通过潜伏期，进入发展期，即开始改变网络竞争生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争夺新闻的报道和解释权，将此视为媒介公信力的隐形收益和获取商业利益显性收益的契机。具体而言，传统媒体的协同动机包括以下四点。

1. “充满机会”的“共生舆论生态系统”

一个网络热点事件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的“预把关”实现了平台转换之后，舆论系统便成为“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这种“机会”既意味着媒体社会瞭望者和功能监测器等公共职能的实现，也意味着眼球经济下的注意力效益。这种“充满机会”的舆论生态对于既讲究社会效益又不愿放弃经济收益的传统媒体而言是最为有利，也最有吸引力的。正是依赖网络舆论的积极介入，传统媒体才可能开展评论与报道，推动事态的积极发展。

对网络媒体而言，尽管在网络世界栽种了“种子”，但若想进一步扩大舆论的传播效果，真正能够改变实体世界，离不开以传统媒体这种权威而成熟的媒体运作机制，来弥补自身信息芜杂、公信力差等缺陷。在这个意义上，在网络舆论这种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找到了最佳的合作时机和合作途径，形成了“共生的舆论生态系统”。

2. 媒介竞争中的“沉默的螺旋”

对新闻热点的追逐是媒体生存的生命，在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是媒体地位的决定因素。诺尔·诺依曼提出，大众对于意见的孤立有一种心理恐慌，即一旦发现自己的意见不同于大多数意见时，会刻意隐藏自己的观点，从而导致多数意见更加响亮，而少数人的意见越来越沉默。大众媒体在媒介竞争中也有类似的心理。如果发现众媒体都在跟进一个新闻热点时，尤其是都市化报纸就会害怕自己在新闻热点的追逐中落伍。在热点事件中缺位会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丧失，也导致舆论引导机会的丧失。因此，就会出现一种媒体的集聚效应，即大量媒体被同一新闻议题所吸引，大量注意力和报道都集中在某个新闻人物或新闻舆论上，从而使新闻报道，包括网络舆论呈现出同质性。当然，不能否认，没有这样集中火力和群策群力就无法形成协同效应，也无法形成社会动员能力。但如何合力分配媒体资源，尽量避免集聚效应的负面性，也是值得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

3. 商业利益诱惑

网络生活由虚拟走向实体，由线上走到线下，其巨大的商业潜力与市场机会正在逐步释放。网民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热情越高，网站所能收获的“注意力资源”越富饶，能够换取的利润回报也越丰厚。网络媒介会通过统合资源丰富公众讨论议程，还会通过对新闻跟帖的内容加工为公共讨论确立价值体系，这其中商业驱动力的影响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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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0年，我国广告产业一直维持15%~20%的增长率。艾瑞咨询提供的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达到356亿元，较2009年216.9亿元的数额增长了64%。而美国互联网广告收入总额同期可达258亿美元，且首次超过报纸广告。如何应对来自新媒体的严峻挑战，分得市场的一杯羹，是广大传统媒体从业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是他们在重大网络事件中为之努力的原因所在。

4. “破窗效应”下的媒体责任意识

社会学提出了“破窗理论”，即如果窗户打破了无人问津，则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鉴于网络媒体不断崛起的态势与网络新闻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时在新闻源和报道角度等方面多有参考。另外，媒介社会责任说也为传统媒体关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提供了解释。我国的传统媒体在一些与人民利益高度相关的敏感选题上，长期以来苦于体制束缚，无法碰触许多雷区，网络舆论的出现正好为这部分选题提供了平台。网络舆论一旦形成态势，对于传统媒体也是一种机会激励。

（二）传统媒体的协同优势

首先，新闻史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公信力资源丰厚。1999年，黄晓芳在《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中将其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媒介公信力分为相对公信力和绝对公信力两个维度。相对公信力指在几个媒介中最被信任的一个媒介；绝对公信力指所调查媒介各自所获得公众的信任程度。200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主持的议题设置调查表明，从绝对公信力角度看，中国与美国都存在媒体真实性和公信力降低的问题。

其次，规范的新闻流程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流程管理关乎新闻生产力。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要经过媒体总编、责任编辑、记者层层把关。近年，又有媒体从业者提出新闻流程要实现流程管理的“精益生产方式”。网上信息虽生产流程简单，更新速度快，但存在信息虚假和信息冗余问题。传统媒体通过网络通讯社，应用自身严格的新闻流程，对网络信息可起到证实与证伪的作用。当然，不能否认，网络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了传统媒体采编流程的每个环节，并起到了优化作用。传统媒体从信息获取到新闻判断，从事实把关调查到版面安排，无一不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作为专业新闻生产和发布组织的传统媒体，其较为严密和不断优化的新闻流程保证了比以个人传播为主体的网络传播更具有可信度。

再次，深度报道方式更能追踪新闻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方式为：在文体上，传统媒体传播的语言更为正式、规范，而且呈现新闻的方式，是以“多客观少主观”、“多事实少评论”为原则，通过新闻事实本身来体现作者的立场与观点，只有新闻价值越大才越容易引起关注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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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日益融合，传统媒体的大胆改革，也是网络舆论蝴蝶效应能否发生的充要条件之一。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亲密接触”已经从单纯的内容上的简单复制阶段，发展到全面数字化的融合参与阶段。最优质的网络信息资源仍然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在技术汇流和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通信运营商、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的“全媒体”角色竞争中，而不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报纸或电视。

（三）传统媒体协同效果影响因素

1. 媒体属性

“媒介即内容”，传媒本身即信息，是否参与报道即为关键因素之一，报道的长度、形式等则在其次。在现阶段我国的传媒生态下，传媒性质与媒体类型、资金来源、所在立场等相关，其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推动作用也与此高度相关。网络打破了信息竞争格局，但不同性质的媒体仍然抢占舆情高地。就传播功能而言，中央级网络媒体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滞后状态，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成为新闻的重要发源地。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传统媒体，虽然对热点舆情的关注时效性上相对落后，关注面比较窄，一般只遴选在全国有影响的已经充分发酵的重大热点事件予以关注，但其权威性和报道深度都极高，在网民中的影响力极大。

2. 介入时机

网络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也加入了媒介融合的进程，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媒介地图，逐渐形成了梯度传播和发言的格局：以时秒为传播刻度的互联网体系；以日为传播时间表的平面纸媒，以影像和声音作为立体语言的广电体系；以周为传播周期的杂志和周报体系。这种格局，造就了彼此在时间落点上替补的优势。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舆论发酵升级时，传统媒体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选取合适的时机参与到事件的报道和动员中来。

3. 话语建构

传统媒体话语建构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效果。传统媒体在其中的话语体系与民间舆论场吻合度越高，网络舆论的倍增效应就越明显。有研究表明，现阶段传统媒体的议题选择和网络舆论高度吻合。在微观层面上，传统媒体使用的话语体系越接近民间话语，就越有助于网络舆论的连锁反应持续进行。特别是那些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或者抗议“主框架”，经由媒体扩散之后，降低了运动动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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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策略就是“议题建构”和“共意动员”的工具。

4. 连续性

我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传统媒体在社会责任意识和市场化压力下做出的参与跟进报道的决策，也可能由于体制内生存的制度所改变，即由事件相关方通过非信息交流渠道阻碍传统媒体参与报道，造成连锁反应中断。这种情况下，可能由不同性质的媒体协同，实施反阻击战。一种是通过为这些媒体提供信息，经由其他媒体资源加以报道。这种媒体个人间的合作也是业内避免新闻审查的一种“潜规则”；另一种解决的形式是被压制后的一段时间，经由另外的新闻出口，如其他类似的新闻事件的爆发和披露，牵引出被中断的事件进展，以更加迅速和激烈的方式继续进行。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种报复性动员，即原来的事件不足以引起的动员规模，经由中断后恢复，使得能量更加巨大，舆论倍增效应更加明显。

5. 层次化：网络舆论格局“新地图”的建构

要重新建构网络舆论格局的“新地图”，首先应该承认网络舆论层次化的重要特点，即网络舆论的“新地图”，并不以行政归属和地理界线为分水岭，甚至原有的平面化特征也已经被打破，网络舆论的层次化、立体化特征日趋明显。具体表现在：网络舆论引导的主题不再能够依靠行政命令赋予，进行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只以正面报道为主，加重典型报道分量已经力不从心。网络舆论的层次化还表现在，网络舆论的多元化并非无逻辑可循，它是随着新闻事实的丰富化和细节化逐步分化的，继而形成与传统媒体的三种互动模式，分为网络民意与媒介报道的共鸣、网络民意对媒介报道的修正及网络民意经由传统媒介报道实施社会动员。尽管网络民意与传统媒体报道之间的“共鸣”只产生于关涉国家利益，或是自然灾害发生的初期，但这种“共鸣”下蕴涵的巨大的爱国热情与国家道义，使得民意在与政府的合力下对民族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也会在对外传播中扮演好民间力量的重要角色；而在传统媒体或在由于行政隶属而产生的角色限制，或是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的有违新闻专业主义之举，会在网络民意微内容的聚涌效应下加以补充和修正，修正效果有助于更理性的社会的生成和具有更高媒介素养的网民群体的形成。而对政府与传统媒体形成最尖锐挑战的网络民意对传统媒体的分化和社会动员作用，则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考验。

（四）善用网络民意的最终途径：社会的全面动员

对网络舆论实施有效引导，在日渐复杂的舆论地图面前，单纯依靠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引导已不能达成既定的传播效果。真正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应该是社会的全面动员。其中包括政府透明度、公信力和效率的提高，传统媒体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提升和社会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对政府而言，意味着要加深对网络信息流变规律的认识，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对媒体而言，则意味着对新闻事实全面真实的更高追求，对新闻背后意义的更深追问，对新闻细节的更真实呈现。如此，才能在传统媒体是网络民意表达的“把关人”的现实下改善传播效果。而对网民而言，则意味着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网络理性规则的逐步形成。对学界而言，则是要加强对网络议题及网络信息流变化规律的研究，增强舆论引导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四、相关方反馈

反馈是系统科学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指的是输入作用于被控系统后，输出部分通过适当的装置返送回来，对系统的再输入与再输出产生影响的过程。负反馈是抑制或减弱最初发生变化的那个成分的变化趋势，它是趋向目的的行为，使系统的输入对输出的影响增大，其作用是使生态系统达到或保持平衡或稳定。正反馈则与之相反。

可以看到，网络作为意见集散地，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和容量的倍增，多元声音以碎片化状态快速重复、细化着。网络舆论、传统媒体舆论、公权力机关都作为变量发挥着反馈环的作用。他们做出的反馈也可以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负反馈为调节，正反馈为放大。正反馈越多，舆论风暴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引爆的可能也就越大。负反馈越多，则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发生的时间越多，负面影响越小。这些反馈环之间充分碰撞，相互改变，此消彼长，能量相互叠加。当正反馈能量急剧增加时，舆论的规模和强度便发生指数级增长，导致蝴蝶效应的发生。它是系统经历混沌达到的有序状态，也是系统在适应了新环境条件而进化出的新结构。而蝴蝶效应的消解，则依赖于负反馈能量的递增。

（一）相关方反馈的影响因素

1. 回应时间

回应时间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成比例。及时性是危机处理的第一位原则，信息的公布应随着事件进程展开，不能在全部事实查清后再统一公布，否则只能造成政府危机公关的被动。因此，在传统危机传播理论中，专家提出“黄金24小时”之说，意指在热点形成的24小时是应对危机成败的关键时间点。在网络传播时代，其瞬间传播、快速扩散、立体思维、交互影响的特性，决定了24小时已经不足以阻止危机的扩散。人民网舆情研究专家进而提出了黄金4小时之说。强调的是新闻发布的及时性。回应时间滞后，关键时刻失语，就会失去最佳信息发布时机，传言和谣言在信息模糊阶段应运而生，并以最快速度占领“意见的自由市场”。

2. 逻辑吻合度

以权利救济为旨归的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过程中，相关方的正反馈之一就是回应逻辑与媒体及网民的逻辑吻合度。危机事件牵涉多层主体，但其中必然有某一个核心主体对事件的兴起、发展或转折起来关键作用。相关方的反馈应考虑对方的思维逻辑和权力要求。否则，一旦陷入“推责-警告-辩解”的行为模式中，就会涌现更多极化民意，引发更深的不信任危机，要求更多的权利补偿。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之中，若想达到二者之间思维和行为逻辑的吻合度，还是要从根本上设立正式的制度安排，将夺民之利行为纳入制度的轨道之中。

3. 主体一致性

信息反馈主体数量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成比例。信息发布主体越多，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的几率越大。信息发布，讲究一言九鼎。但如果话出多头，就难免前后自相矛盾，降低权威性。同时也会造成事态的扩大和更多人围观。

4. 内容真实性

信息发布内容的真实性与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成比例。仓促发布结论，转移舆论焦点也会对网络事件的传播形成刺激，形成放大效应。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舆情引导，还会引起网民的更多质疑和不满，进而在网络聚涌效应的作用下更成为网上舆论的攻击对象。

可见，引入向官方反馈因素研究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实现了舆论博弈中力的平衡。尤其是在现阶段，要想弱化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应更多对这一变量进行深入考察。

第三节　新媒体舆论蝴蝶效应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

哈佛大学教授费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简称PLC）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具有周期性，形成、成长、成熟、衰退是其生命周期中的四个阶段，之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和危机生命周期理论相继被提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生命周期理论对于理解网络舆论的构成要素、内部结构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演化模型，须对网络舆论的不同演进阶段进行划分。任何一个热点话题引发的网络舆论都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过程，其演变发展符合舆论酝酿期、爆发期、消解期这样的周期规律（见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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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生命周期



一、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生命周期的特殊性

网络舆论的生命周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其普遍性体现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也有周期性。其特殊性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各个生命阶段具有不均衡性。即舆论形成期较短，舆论成长期和舆论成熟期持续时间较长，而舆论衰退期具有暂时性等特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有新的变动的信息补充进来，连锁反应才能持续下去。每当新的信息进入，信息刺激强度就会增大，事件的传播暂时达到峰值，随后又会缓缓滑落。若没有新的信息弥补进来，它就会渐渐走向衰变。网络事件在传播过程中有着开始、高潮到衰变的过程，是一个变更发展的进程，而且连续时间通常为1~3个月。每个网络舆情热点议题的平均存活时间为16.8天，大多数集中在两周以内。网络热点事件的存活时间大多集中在1~15天，即网络上更多的是喧嚣，说明网民对一个变化不大的议题专一度不高，议题对网民来说“保鲜期”不长，除非该议题信息系统中又有新的变量和元素的介入。

其次，网络舆论的生命周期具有联动性。新的舆论热点不断产生，会与旧的舆论热点形成竞争。新议题的出现会促成旧议题衰变。网络信息的海量性致使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必定会转移人们的视线，对旧话题的关注度因此衰减。如果缺乏新的信息分解，则舆论热点之间具有平衡性。网络舆论热点的总数维持在一定数量之内，因为网民的注意力和网络媒体及传统媒体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

再次，谣言作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要素，其生命周期也具有某些特殊性。谣言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生命周期问题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网络舆论平台的信源增加，“把关人”弱化，以及网状拓扑式结构等为谣言的传播准备了通道；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成本降低，传播效率提高，各种主观臆断、猜想的信息都可以不经过审查而出现在公共舆论中。这直接导致了谣言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形成一个循环链。

总之，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解释中具有特殊指导意义，蝴蝶效应理论的连锁反应概念也为解释其演化过程提供了可行视角。

二、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酝酿期——“蝴蝶扇动羽翼”

网络事件议题来源有两大渠道：网络与传统媒体。具体而言，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舆论原发在网络，传统媒体进行接力和共鸣；二是传统媒体首先报道，后在网络上引爆。两种不同的信息-舆论来源，有着殊途同归的演变过程。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酝酿期，遵循媒体政治的运行规则（信息简单化、用图像表达、政治人格化、叙事模式）和网民的媒体消费习惯（重图片、轻文字，重直观、轻抽象）。具体而言，通过“政治-技术-社会心理”的三维震荡，信息上升为舆论，并开始发酵；敏感因素被触动，议题性质开始发挥选择作用；同时，发布平台的选择和解码机制也构成了网络舆论倍增效应的遴选机制。完成遴选机制后，被选择的个人议题进入公众视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开始协同过程，议题进入公共议题阶段。

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意见流和信息流的涌现。网络舆论风暴产生时，最明显的就是信息流的变化：一定时间内信息流量急剧增加，信息主体增加，信息流速减慢，信息内容分散化加剧。

在网络中，信息的流动通常是一个网状渗透型结构。它沿着网络的物理结构渗透，在这个渗透过程，信息本身不断复制繁殖，形成分流，最终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复制是在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布过程同时完成的，即以直线式、队列式和层次式等方式进行再次发布，开始它的下一个生命周期。因此，信息的发布结构会不断地对信息的流动起作用。

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及时性、互动性等特点，网民可以在这里更自由、开放地讨论，由此也有更高的信息诉求。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无论是经由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首先曝光，都会引发网民对信息公开，即信息共享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无法得到及时回应，就会经由中介放大扭曲，从而引发更强烈、更深入、更频繁的信息共享。信息流从原始供应商端向最终客户端传递时，无法有效地实现信息共享，使得信息扭曲而逐级放大，导致了需求信息出现越来越大的波动。

三、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爆发期——舆论风暴形成

网络舆论经过酝酿期对议题、平台的选择及解码后，开始进入自我评价-自我假设-自我验证的自循环状态，伴随着信息的快速细化和叠加，最终形成网络热点。此时，“蝴蝶扇动羽翼”已经改变了网络生态，也改变了新闻竞争的微生态，蕴涵巨大能量的连锁反应被引爆，湍流状态出现。其典型特征就是整合传播模式的运行和多元化、多样态、多层次的传播内容全部迸发，网络舆论从表象到本质，从片面到全面，从假象到真相的追问过程，信息共享的范围不断扩大，事件很可能因此演变为全国性事件。在舆论的支持下，媒体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与公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了博弈。在博弈过程中，舆论规模进一步扩大，媒体在行使话语权的同时实施了权利救济，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资本。从“种子帖”，即“蝴蝶扇动羽翼”到一场舆论风暴，往往在几天之内发生，网络舆论的酝酿期和爆发期也难以明确分离。

在我国当前的情境下，在以权利救济为旨归的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能够激起舆论扩大、聚集更多受众的，更多情况下还是公权力机构中的代表。他们对舆论的回应，尤其是不当回应，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速度，降低了信息透明度，更容易形成舆论突变，造成更多人群的集聚、更大范围的事态扩大和更多的信息需求和现实要求。引入事件相关方反馈这样一个主要的主体，可以更客观认识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展和爆发期的演变规律。

通过集聚、协同与反馈，网络舆论由微内容发展为舆论风暴，爆发出超强的影响力与变革力（见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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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微内容到舆论风暴的演变动力机制



四、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消解期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消解，部分原因在于它实现了参与者的愿望和需要。当消费者、媒体等舆情主体消耗掉全部社会资源和情感，或者事件得到了有效控制时，事件的关注度便会逐渐衰减。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消解与信息公开程度和速度成正比。如果信息拥有主体能够满足网民的信息需求，甚至主动引导议题的走向，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就会具有瞬间性特征。在一些网络事件中，短期内集聚了大量人气，事件本身的冲突性引发了众多质疑，但如果信息拥有主体对其进行及时回应，则会产生舆论哗变，网民内部会迅速发生倒戈，舆论快速消解。

反之，如果信息拥有主体不能适应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在经历媒体互动的议程设置、多元传播方式的协同作业及议题转换的深度挖掘之后才部分满足网民的信息需求，则会使网民从根本上怀疑信息发布方的公信力。即使事件结束，舆论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会马上消解。这种情形下，需要信息拥有主体额外提供有效信息，进行信息补偿，才能重新赢得网民信任，在舆论上反败为胜。

另外一个特点是，如果同类事件发生，舆论具有记忆功能，对该类事件保持敏感，舆论会迅速集聚。即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消解期除了具有长尾效应外，还具有复燃性，如果上一次舆论风暴未能成功实施社会动员，就会留下严重的民意创伤。在特定条件下，事件经沉淀后复燃的燃点更低。

五、网络议题出现、议题存活、舆论整合与消散模型

详细分析近几年国内发生的网络舆论事件，网络舆论的兴起、聚合和最终消散都与戴维森和鲍尔描述的舆论形成阶段理论非常契合：议题出现→引发讨论→个体意见表达受到多方影响→个体意见表达开始聚集→引发社会讨论并产生社会影响→议题涉及问题结束→新的议题出现，之后再次重复此过程，循环往复。与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密切相连，有预期影响力的公共利益事件和问题，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任何舆论都发端于个人意见，个人对某事件发表的观点或意见是舆论形成的起点。如果这些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与共鸣，就会出现社会讨论。当由个人意见引发的舆论经过网民的不断发帖、转载、评论和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及意见领袖的传播后，这种舆论便有了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经过网民的争论与辩解，相互对立的意见去伪存真，获得多数人认可的个人意见占据上风，形成一定的舆论定论。这时传统媒体继续跟进报道，网民继续转帖、议论，当舆论沿着原途径升级的时候，舆论的影响继续扩大，各方意见进一步整合，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之后随着政府或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及解决问题，网络舆论便消散了。而当大规模的网络舆论出现时，官方立即介入或媒体重新设置议事日程，舆论的方向就发生了转变，政府的干预使事件得到解决，至此，网络舆论消失。

因此，综合舆论形成的相关理论和网络舆论事件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采用纵向分析法将网络舆论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议题出现期；（2）网络舆论存活期；（3）网络舆论归纳整合期；（4）网络舆论消散期。据此建立以议题出现、网络舆论存活、网络舆论整合、网络舆论消散为主要内容的四阶段理论模型，我们称之为“网络舆论的议题出现、存活、整合、消散模型”（见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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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议题出现、议题存活、舆论整合与消散模型



网络舆论的议题出现、议题存活、舆论整合与消散这四个阶段在时间上概括了网络舆论形成的整个过程，以下具体分析每个时期的形成特点及影响因素。

（一）议题出现期

一个议题在网络上出现，其必然是社会公众所关注的话题或事件，那么什么样的话题和事件能够引起网民的关注呢？比如以2011年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例：“7·23”动车追尾事故、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抢盐风波、故宫失窃案、药家鑫案……分析这些网民曾经热烈讨论的事件，我们就会发现，议题本身的性质和议题的来源是影响议题关注度的两个重要原因。

网络媒体时代，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传受地位彻底改变，网民不但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把关人”的地位被弱化了，网络监管的范围较传统媒体更为宽松。因此，网络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发性，也就是说，网友对议题的自发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见集中成为主要的舆论兴起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议题本身的性质及特点就成了网络舆论议题出现期的重要影响因素。这里我们结合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对容易引发网络舆论的热点事件进行阐述。

一是触及各类社会矛盾的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在带来改革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仇富仇官心理、教育改革、腐败问题、房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类议题成为全国范围内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网络上的敏感问题。“逢官必炒”、“逢腐必究”是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重要现象之一。在“7·23”动车追尾事故中，由于涉及的责任主体是铁道部，既是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又是国家重要的部门，所以，舆论在很短的事件内就走向了沸腾。此外，在一些撞人案中，事件因为与“宝马”等代表富裕阶层的符号化词语相联系而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是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随着人们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对民主权利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更为强烈，正是网络给信息、意见提供的高度自由的交流空间为这种需求提供了现实的表达平台。比如，2003年的“刘涌案”，有关媒体报道了黑老大刘涌二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团伙成员宋健飞被核准死刑并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消息，即刻引起了众多网民的关注。普通网民纷纷撰文抨击司法黑暗，间接促使中国最高人民法院50年来第一次提审普通刑事案件，并罕见地推翻辽宁省高级法院的判决，对刘涌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三是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由于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礼崩乐坏”、“物欲横流”成为网民最为担忧的情形，因而他们对于一些有悖社会基本道德和伦理的事件往往深恶痛绝，从而大加挞伐。互联网时代，网民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直接的评论者。新闻跟帖、论坛发帖、微博转发等为网民提供了完整的意见表达空间。因此，该类事件几乎每一次都是首先出现在网络上，继而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意见声援或批判。比如，2011年10月发生的“小悦悦事件”，网络舆论焦点由开始的交通肇事转向社会道德的大讨论。

四是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重大突发事件的议题。近年来，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频发，除了在现实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外，在互联网上也成为网民讨论的焦点。如“5·12”汶川地震、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南丹矿难事故等。

在议题出现期，能够在最初时间引起网民更多关注和议论的第二个因素是议题的来源。纵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最初引起网民关注的渠道更多的是国内的各大著名论坛，形式分别为：网友在论坛中直接转帖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网友直接转帖新闻报道并配以自己的评论；网友就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报道的事件直接发帖发表自己的意见；网友以当事人的身份在论坛上直接发帖。这四种形式构成了网络舆论事件兴起的主要议题来源。正是在这些来源中，网友开始集中对涉及的事件公开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网络成为人们获知信息的重要来源。

（二）议题存活期

一个议题能否在网络上存活，取决于相关事件能否受到论坛成员的持续关注，从发帖上便表现为持续出现相关事件的新帖或者跟帖。任何议题要想受到持续关注，必须积累足够的浏览量和回帖率，浏览量和回帖率越高，帖子越靠前，其受关注度就越高。因此，一个议题能否引起网民的注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网络舆论，保证议题不在论坛上“沉”下去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发生的网络舆论事件曾经都是各大论坛的热帖，浏览量达到了百万，甚至上千万。一旦一个帖子在论坛中存活下来，之后网民持续不断地浏览、回复，或者就同样议题的重新发帖便构建了意见表达的平台，大规模的网络舆论逐渐形成。

在议题的存活期，意见领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意见领袖”来源于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网络中，能够对他人的意见、观点产生影响的人。正是意见领袖的出现，大众传播的过程也从此转变为“大众媒介→意见领袖→受众”的模式，两级传播也因此产生。在传统媒介时代，意见领袖在传播的过程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对受众的信息认知与接受、态度甚至行为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影响。

那么，在网络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特征使媒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民的信息接受能力更强，也具有了信息发布的能力。就网络论坛来说，国内的网络论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规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30日，论坛的使用率已经达到29.7%，用户规模达到14 405万人，在网络应用中排名第15位。除了专门的网络论坛，国内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开设了BBS论坛。在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中，几乎所有新闻后面都开设了跟帖功能，网民可以随时在感兴趣的新闻后面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又有了新的特点。

国内开始从实证的角度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特征进行考察，强国论坛的“十大网友”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总结出十位意见领袖的共同特征：加盟强国论坛的时间不一定很早，但毫无疑问，他们发帖回帖非常积极；虽然这十大网友都没有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但从他们的帖文内容推测，绝大多数是中年男性，仅有一位肯定是女性；十大网友普遍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针砭时弊，疾恶如仇。由于强国论坛的特殊性和代表性，这个结果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政治性论坛意见领袖的典型特征。

另外，有网友以对西祠胡同31名版主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总结了网络意见领袖的基本特征：（1）年轻未婚；（2）学历较高；（3）收入不高，但较为稳定，足以维持生活；（4）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5）有充足的上网时间，网络经验丰富；（6）有稳定且容易接触网络的工作。此研究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勾勒出了普遍意义上的意见领袖特征。

结合以上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衡量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力的指标主要有三个：一是主动发帖是否能得到大量网民的浏览和回复，这是帖子能够存活的必要条件；二是看帖子能否被置顶，推到网站或论坛的首页，这直接决定了一个帖子能否在论坛中存在并持续出现；三是帖子能否进一步被其他论坛或网站转载甚至被传统媒体报道，这保证了帖子的持续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效果。

近年来的网络舆论事件正好体现了以上三个指标。网友“连岳”的连续网络炮轰，使厦门的PX项目事件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舆论的强烈反应甚至使厦门市政府决定暂时缓建PX项目。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最先在论坛中形成“真虎派”和“假虎派”两个阵营，分别带领一派网友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在追求事实的宗旨下，两派最后达成共识，最后将矛头对准了陕西省地方政府部门，并最终迫使当地政府及权威专家承认并纠正了错误。

（三）舆论的整合期

议题一旦存活下来，就好像龙卷风已经初步成了“气候”，其后的发展，便成了网民的态度和行为以及网络媒体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制衡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天生所具有的动荡不安的特性，这种动荡不安源自网民对自我个性和价值、道德取向的张扬和释放；另一方面，当议题一旦存活下来变成具有一定规模和舆论“气候”从而受到众多网民甚至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体的关注后，社会道德规范甚至法律法规就会介入到舆论的运行过程中，成为网络舆论走向的重要制约或引导因素。

在媒体的持续报道、转载和大量网民讨论、跟帖、转帖的情况下，网络舆论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舆论沿原有路径继续升级。此间，官方意见、网民观点、媒体报道相互交融，促使舆论影响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方的有意引导、关于事件最新信息的补充和媒体设置新议题的影响，舆论开始偏离事件本身。对于这一转变，最明显的例子是2011年10月发生的小悦悦事件，网络舆论焦点由开始的交通肇事转向社会道德的大讨论。此外，在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官方声音的表达。

各方意见及评论性言论的整合，以及对事件本身持不同态度的各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网上讨论、交流后开始出现分化，分为明显的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在此期间双方网络舆论讨论也进入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在这个阶段，网络舆论意见集中、凸显和强化，也是网民集中发言，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环节。

（四）舆论的消散期

网络舆论在经过了整合期意见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处理过程的发展，网民参与讨论的次数逐渐减少，意见表达的强度也随之减弱。于是，网络舆论进入了消散期。

从时间上说，网络舆论声势的消散往往伴随着事件的最终解决或阶段性的解决。经过前期的网民意见的集中表达，已经形成的网络舆论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意见压力，并对事件进程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网络舆论声势的消散还表现为和事件相关的帖子浏览率不再大幅增长，回复跟帖的数量明显减少，转发事件进展的新帖数量也明显减少，帖子在论坛中的位置也在不断地下沉，位置越靠后，网民的关注度越少。随着帖子浏览率和回复率的下降，针对特定议题的帖子最终被新发表的帖子代替，网民就该议题的集中意见表达也相应减少，直至消失。

六、网络议题生命周期模型案例——“合肥少女被毁容事件”

（一）“合肥少女被毁容事件”简述

2011年9月17日下午6点左右，因追求受害人周某不成的犯罪嫌疑人陶某，携带一瓶打火机油来到周家，趁周某不备，拿出准备好的打火机油浇到受害人头上并点着，不停叫嚣“去死吧”。事发后周某被迅速送往医院，在安徽医科大学附院重症病房经7天7夜的抢救治疗才脱离生命危险，但伤势极为严重，其头部、面部、颈部、胸部等严重烧伤，一只耳朵也烧掉了，烧伤面积超过30%，烧伤深度达二度、三度，整个人面目全非。后陶某父母因周某的父母拒绝在写有陶某当天积极救治和自首的材料上签字，而拒绝支付医疗费，周某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拖欠医院近十多万元治疗费用，被迫出院。

（二）网络舆论的传播路径分析

1. 扩散过程

2012年2月22日上午9点多，网友“心碎了895”以“安徽‘官二代’子女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为题，在“万家论坛”将此事曝光，随即引来大量网友围观，短短几天网络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舆论迅速兴起。

2012年2月22日22点02分，周某的母亲在天涯论坛“实话实说”板块以“求助04315”的网名发表了一篇“［第一纪录］‘官二代’横行霸道　恋爱不成毁容少女”的帖子，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2月22日22点25分，周母在其腾讯微博上发了题为“‘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毁容少女”的广播。

2月22日22点50分，周母再次在天涯论坛“天涯杂谈”板块以“求助04315”的网名发表了题为“‘官二代’横行霸道　恋爱不成毁容少女”的帖子。

2月24日11点07分，新浪微博主“安徽瓜蛋合肥”，在其微博中发布了题为“网曝安徽审计厅‘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广播，引来大量网友评论转播。

2月24日21点46分，安徽公安在线在其微博中，接受安徽省审计厅的委托，公布了安徽省审计厅关于“官二代”毁容少女一案中陶某父母非安徽审计厅职工的情况申明。（官方回应）

2月25日4点41分，犯罪嫌疑人陶某的父亲在新浪开通微博，并发微博表示道歉。

2月25日5点31分，《中国日报》以《90后少年求爱未遂将17岁少女烧伤毁容》为题进行了报道。2月25日，《羊城晚报》以《求爱不成　恶男火烧花季少女》为题报道了这次事件。（传统媒体介入）

同一天10点左右，人民网、新华网以《恶男求爱不成火烧花季少女　一只耳朵被烧掉》为题，转载《羊城晚报》的新闻。

2月25日11点左右，合肥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对这起事件发表了声明。（官方介入）

2月27日，合肥市公安局在合肥警务网上发布了“女学生周某被故意伤害一案有关情况的通报”。

2012年2月28日下午5点，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责任区刑警一队就“合肥少女毁容事件”一事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案情情况。

2012年5月10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陶某有期徒刑12年零1个月。

2. 舆论扩散的总路径

网友爆料——网民关注——媒体进入——陶某父母回应——网友再议——官方回应——网友再议——媒体跟踪——官方介入——网友持续关注——部分媒体跟踪报道

3. 网络舆论形成与演变分析

自2012年2月22日周某母亲发布网帖，到24日话题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全国瞩目的热点话题，只用了两天时间。此案在新浪微博形成“微话题”，一周时间，相关微博超过了500万条。关于此案的报道和讨论，也从论坛网帖到网站新闻和微博，一直蔓延到各传统主流媒体。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对这起事件前后网络舆论走势的分析，并结合“被毁容少女周某”的百度指数（见图3-10），具体分析一下网络舆论的形成演变机制。

[image: 077]
图3-10　“毁容少女周某”百度指数变化



第一阶段：议题出现期。

在这一阶段，一些普遍为社会关注的现象或敏感事件通过网民的上传、发帖，以及媒体的报道开始进入网民的视野，并被一些网民关注，开始有网民在论坛、贴吧、网络社区表达对相关事件的看法或态度，形成初步的小范围网络舆论。

在“合肥少女被毁容事件”中，最为敏感的一个因素就是“官二代”，透过近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是涉及“官二代”、“富二代”的事件，无一不会引起网络舆论的哗然。

第二阶段：议题存活期。

即由初步的网络舆论发展为被广为关注的热门网络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经由大量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介入，相关事件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被报道、转载，引起持续关注，于是大量的网民跟帖、转帖出现，大规模的网络舆论逐渐形成。在这个事件中，纵火者陶某首先被贴上“官二代”的标签，以网媒为信息“原点”，迅速引爆公众关注，在网络形成热议，继而引发传统媒体的全面跟进，公众关注度进一步提高。

通过百度指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2012年2月22日到3月6日正是大规模的网络舆论的形成期，网民的关注热议、传统主流媒体的跟进、各大网站的相继转载促使官方做出回应。

第三阶段：舆论的整合期。

大规模的网络舆论在媒体的持续报道、转载和大量网民讨论、跟帖、转帖的情况下，舆论沿原有路径继续升级。此间，官方态度、网民观点、媒体报道相互交融，促使舆论影响进一步扩大。各方意见及评论性言论的整合，以及对事件本身持不同态度的各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网上讨论、交流后开始出现分化，分为明显的支持方和反对方。在此期间双方网络舆论讨论也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在“合肥少女被毁容事件”中，各种报道的信源均来自受害者一方，网民在“官二代”标签下言辞激烈地指责纵火者、质疑此案处理中的司法公正性；随着关注度的进一步提升，关于纵火方在案件发生前后态度嚣张、纵火方亲属利用权势妨碍司法公正的流言四起。后随着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和各方对案件信息的公布，流言得到了澄清，如陶家只是科级干部，并非网传的“高干”；迟迟未做伤情鉴定是因为技术原因，而非司法公正受到干扰等。在网民激烈的讨论中，意见出现了表达与整合的过程，开始还原事件的真相，继而引发了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讨论。

第四阶段：舆论的消散期。

随着事件的最终解决，网络舆论风潮逐渐消散，并进入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的阶段。从百度指数的分析来看，随着5月10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对陶某判处有期徒刑12年零1个月判决的宣布，网络舆论开始消散，“合肥少女被毁容事件”也渐渐平息。之后，部分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反思性的报道，并对周某的伤势及治疗情况做了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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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新媒体舆论的主体——用户研究


第四章　新媒体用户特征研究

由于新媒体的互动性，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十分模糊。通常情况下，新媒体用户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众。因此，在新媒体研究中，新媒体用户的研究，尤其是网民的定量分析，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及业界关注的焦点。

第一节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理论

一、受众、网络受众和网民、用户

受众，简单地说，就是接受信息的人。传统上的受众是观众、听众、读者的统称。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是信息到达的终点（信宿），可以简要表示为信息→新闻传播者→大众传媒→受众极少量的信息反馈。在这里，受众是与新闻传播者相区别的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新闻传播者所传播给他们的完全一致的信息内容。而在受众选择性很大的新媒体中，有条件的受众摆脱了被动的地位，成为与从前的新闻传播者一样的主动的信息传播参与者。

受众既包括大规模信息传播中的群体，即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也包括小范围信息交流中的个体。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受众中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网络受众。受众的定义在网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新媒体中，无论是信息发布者还是受众，他们首先都是网络媒介的共同使用者，有条件的受众，既可以在网上接受信息，也可以发布信息。所谓网络受众，我们可以定义为：新媒体的信息接受者。网络受众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团体或国家。

由于新媒体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网络受众也有着传统媒体受众所不具备的许多新的特点。新媒体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可以在瞬间进行角色转换，这种转换在BBS论坛、电子邮件、网上聊天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在新媒体的许多情况下，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动态上难以清晰区分，两者的界限比较模糊。当然，新媒体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静态上还是能够区分的。

“网民”泛指上网者，上网者除了通过浏览等方式接收信息外，还经常通过BBS论坛、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等方式发布和传播信息，即扮演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角色；只有上网者处在单纯的接收信息的状态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网络受众”。“网民”和“网络受众”是联系十分紧密的两个概念，网民有时既接收信息又发布信息；从外延上看，“网络受众”是“网民”的子集，或者说是其组成部分。在逻辑上，研究网民必然包含了对网络受众的研究。

“用户”泛指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10亿，而且手机网民已经逐渐成为网民的主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3年1月15日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由于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由2011年年底的69.3%提升至2012年的74.5%，手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因此，“用户”一词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由于客观条件（经济、技术、时间、知识技能等）的限制，至少在目前的大多数情况下，用户依然主要处在信息接收者的位置，即主要以网络受众的身份出现在新媒体中。从整体上看，用户发布、传播信息的影响力、科学性、真实性、可信度，还无法与经济技术等各种实力雄厚的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相提并论。事实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用户在上网时，浏览、检索、下载、接收的信息要远远多于上传、发布的信息。但是，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微博的普及，随着用户的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发布高质量的信息。

显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都难以将“用户”、“网民”与“网络受众”截然分开。由于新媒体具有互动性，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两者角色可瞬间转换，可以用“用户”一词取代“受众”。

目前的受众理论是基于传统媒体产生的，难以合理解释网民现象。从受众角度看，新媒体具有选择性强、主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这些传统大众传播方式所不具备的特点使得原有的受众理论亟须更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媒体的崛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内外一些调研机构和企业对网民做了大量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国内有著名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每半年一次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高校、一些市场调查公司也做了大量的网民调查。国外著名的Nielsen/NetRatings公司、NetValue公司、Jupiter Media Metrix公司、IDC公司等知名网络调查公司和机构以及一些高校、研究机构也做了大量的网民调查。

二、新媒体的互动性

施拉姆和马莱兹克都强调受众社会结构的传播模式，受众反馈几乎都是一种“延迟”行为，大众传播中的反馈不能像人际传播中的沟通那样得到及时的回应。而且，就传播资源、传播能力以及传播时间而言，传受双方是不平等的，反馈在大众传播中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尽管在现代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充分注意到受众的反馈意见，诸多媒介设置了一系列渠道，实现了传受双方的直接对话，但是这种沟通仍然不能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所有受众的意见。

与传统媒介最大的不同在于，互联网实现了类似于人际交流的双向信息传播模式，即互动性，这是对旧有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互联网是双向、多向交流的媒体，互动性是新媒体较之传统媒体的一大优越性。在新媒体中，受众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度，成为媒体的一部分。受众由被动变为主动，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媒体中“拉”出所需信息，也可以参与媒体的传播活动。媒体和受众形成充分的双向交流。

新媒体的互动性使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新媒体的互动性带来受众的主动性，受众在新媒体活动中的参与性大大加强。

传播学理论认为，任何传播行为，尤其是大众传播都应该是双向的，只有及时获得受众反馈才有可能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由于受到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基本上是单向的，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网络的互动性则使新媒体的传播过程成为一个闭合的回路，这将有助于媒体便捷、低成本地搜集受众反馈信息，从而提高传播效果。目前，许多新媒体在自己的网页上设立了可以联机填写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也有对该媒体的评价和看法。传统媒体虽然也很重视对受众的调查和搜集受众反馈，但与新媒体相比，其反馈和整理速度要慢很多，为此花费的成本也要高得多。

三、新媒体带给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已将世界各国、各地区连成一片。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在这种情势下，受众的地位及其反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媒体中受众的主动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新媒体中，受众能够主动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需要的媒介信息，他们积极地使用媒介，而不只是被动地听任媒介的摆布。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在新媒体中，受众可以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包括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时间和顺序。目前网络信息是名副其实的海量，不仅有文本，还有图像和声音，供受众自由选用。在信息的编排上，网上媒体除少数重大新闻事件采取同步传播外，对大多数信息采取异步传播，将各种信息散布在网上，并随时更新，让网民去选择，使受众可以随时在网上按自己喜爱的顺序浏览或下载新闻信息。新媒体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和角色。有条件的受众不仅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获取信息，还进而发展成为主动地报道甚至发布信息。

传统的大众媒体是点对面的传播，传者处在中心控制地位，受众较少有主动选择的余地，受众的个性化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带给受众的是强制性，它迫使受众只能按时间顺序线形地接收。传统的大众传媒发送信息有两个特点：一是单向的推送式，媒体把经过编排了的信息推送给受众；二是点对面式，一家媒体向众多受众推送同一种信息。媒体发送信息的特点，决定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是被动的，受众不管愿意与否，只能接受既定的信息；二是群体性的，受众无论喜恶如何，只能是大家接受同样的信息而别无选择。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媒单向传播模式，从而使信息发送有了双向互动和点对点的特点。这种传播特点决定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是主动的，受众从丰富多彩的网络中自己提取信息；二是个性化，受众根据个人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这种从群体向个体的转移，无疑增强了受众的自主性。

在新媒体中，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发现、处理信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受众中心”替代了“传者中心”，受众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现在的受众已不再满足于“你说我听”或者“你播我看”的旧有传播方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观念的开放，受众结构已经发生分化，变成了一个个有着不同愿望和需求的“小众”群体。主体意识的增强，使得受众的参与意识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高，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个性化传播趋势。除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外，我们的政治将更加民主化，我们的经济、文化、社会和个人生活、学习、工作都将更加多样化。这些都加速了个性化传播趋势。不仅信息来源很多，选择余地很大，而且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加强，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也会相应增强。受众眼界开阔，文化程度高，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和习惯增强，盲从度会大大降低。这与生活的多元化，各种选择机会的丰富多样相结合，受众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便会很强。受众需求的个性化程度提高。

四、新媒体对用户（受众）接近权的突破

接近权，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首倡这一理论的美国学者巴隆认为，“为确保大众的言论自由，必须由宪法确认大众‘接近’媒介的权利”
[1]

 。从理论背景上来看，它是对媒介作为社会公器这一基本性质的再次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古典自由论的观点被证明流于理想化，人们对媒介的权力忧心忡忡。这一理论企图削弱体现在媒介身上过于浓厚的权力色彩。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用户接近权的强调有比较突出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高传播效率。一种有效的传播模式不仅包括从传者到用户的信息流动，也包括从用户到传者的信息反馈。只有实现传者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互动，才能使传者的传播更好地满足需要，更充分地被接受。而要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就必须保证用户的媒介接近权，使用户可以对媒介的报道进行纠正或补充，提供新的事实，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

二是有利于建立健康积极的媒介环境。传播理论认为，在客观环境和人们对它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个信息环境，它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来构造。这个虚拟的媒介环境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依赖于传者的修养、良知和观察力。如果用户不仅是被动地接受，还可以主动参与到这一构造过程中，无疑将对传者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三是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信息源和传者之间的关系。在信息源和传者之间一直存在一个悖论。理论上讲，信息源是传播的真正源头，传者的传播活动依赖信息源，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传者握有选择权，反而变成信息源依赖于传者才有可能被用户知晓。用户接近权的提出，理顺了两者的关系。当用户主动接近媒介时，用户转为信息源的角色，并为信息源赢得了一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用户接近权则成为实现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途径。

尽管理论上用户接近权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现实中要真正实现它还面临着诸多困难。有学者建议借助于法律的保障。实际上，法律保障依赖于现实的物质基础，缺乏基础便难以实施。这种现实困境表现在：

其一，传统的大众传媒的时间和版面的限制性。这决定用户的意见和事实不可能全部被反映，只有极少数才有可能获得被大众传媒传播的机会。

其二，传统媒介的高度选择性。时间和版面的限制给媒介的选择以普遍认可的理由。而媒介出于自身立场和利害关系的考虑，必然在选择时有所偏重和回避，这使用户的意见和事实实际上很难获得公平对待。

从实际运作角度来看，目前，传统媒介和用户对接近权的认可程度都还不高。辟出专门版面刊登读者来信的报纸不多，有的只是在报纸中缝。广播电视上热线电话类的节目差不多都属于传者的议程设置，用户意见是被限定和被选择的。理论上媒介反映舆论，实际是媒介成为舆论代言人，真正的舆论（社会普通公众的言论）离媒介很远。媒介的这种现实状况也影响了用户参与的积极性。

新媒体的诞生使我们看到走出困境的光亮。首先是网上勃兴的电子论坛使用户可以自由发送信息、交流观点、展开讨论，为民间信息和意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集散地。接着是传统媒体建立网站，开设出各种网上论坛，为获得点击率，想方设法吸引用户参与，不再忽视大众意见。在电子论坛中，用户接近权已达相当高度。

新媒体对用户接近权实现的积极意义在于：

其一，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准入特权。传统媒介作为庞大的信息机构，人们在赋予它监视环境职能的同时，也赋予它选择的职能，这样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媒介“把关人”。他们拥有信息准入的特权。符合“把关人”利益的信息被传播，符合公众利益而与“把关人”利益相违背的信息则可能被遏止，“把关人”（媒介）利益超越于公众利益之上。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强势力量可以利用媒介，处于弱势地位的声音难以接近媒介。

新媒体技术使人们期待已久的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互动不再那么艰难，并以其开放式结构和海量存储能力为各种信息意见的进入与碰撞提供了包容空间。对用户来说，新媒体技术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提高了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他们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新媒体较低的准入门槛（一定的技术、文化和物质条件）为大众发表多样的意见提供园地的同时，其实也就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准入特权。

其二，新媒体使个人意见获得有力传播。“大道不传小道传”曾经是在大众传播统治下处于弱势地位信息的唯一选择。个人意见要想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希望是渺茫的。新媒体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目前从总体势力来看，新媒体的影响力还不敌传统媒体，但传统媒体也不可轻易忽视它。古典自由论所极力倡导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几个世纪后在新媒体上获得体现。

其三，新媒体使传统媒介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自从传播学的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讨如何监督媒介的问题。人们寄希望于媒介自律、媒介管理、媒介教育和公众监督等渠道。但细想，媒介的权力并非一种实在赋予的权力，它是依靠其在信息传播中的特殊地位，作用于社会舆论而产生的特权。因此，监督媒介权力，只有先打破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垄断地位。现在，新媒体承担起了这个角色。我们已经在不止一个案例中看到，大众传媒所制造的舆论氛围被打破，它不得不尊重事实的真相和真正的社会舆论。

其四，新媒体正在实现用户接近权。新媒体成为了信息传播的另一种渠道。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进入大众媒体的一部分信息，可以首先在新媒体上找到存身的空间，并可以获得一些浏览者的关注，传统媒介所制造的权力空间被打破。

其五，新媒体使弱势信息获得沟通交流的机会。大众传播学著名的“沉默的螺旋”假说，在新媒体时代有望改观。通过新媒体，在大众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信息，绕过大众传播的环节而有可能在新媒体中乃至网外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弱势者的声音在新媒体世界里有了一个表达的空间。

当然，新媒体上信息准入的宽松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最主要的就是信息的可信度低。一部分人无事生非，制造垃圾信息使人们真假莫辨，这从整体上降低了新媒体的影响力，同时也影响其更好地实现用户接近权。

五、新媒体挑战“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是德国学者诺尔·诺依曼于1974年在一篇论文中最先提出的。1974年，她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诺尔·诺依曼认为，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意见气候有直接关系。因为大众传播有三个特点：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这三个特点使大众传媒为公众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而人们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优势意见气候采取趋同行动，其结果就是，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状态。

尽管这一假说夸大了人的从众行为和趋同心理的作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传播媒介对舆论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诺尔·诺依曼还把舆论比做社会的皮肤，以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沉默的螺旋”假说中起重要作用的“从众心理”会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有所改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从众心理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认知失调和对孤独的惧怕。从认知失调理论看，群体的压力会让人产生失调，而从众是减少失调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在新媒体中，用户的身份往往是匿名的，而且多数群体并不是稳定的，因此，用户在这样的群体中，如果感到失调，可以通过转换群体的方式来逃离让他感到失调的环境。因此，相对来说，从众心理发生的机会应当较少些。从人害怕孤独这方面来说，这种心理往往是在人们的生活圈子较小的时候表现得比较强烈，这时一旦人在意见上陷入孤独，往往也意味着他在其他方面也陷入孤独，而且这种局面没有积极的办法可以扭转。但是当人们的交往能力随新媒体技术得到扩展时，人们的交往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因此，消除孤独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这时，他采取的往往不是消极的从众措施以保护自己，而是积极地在新媒体中寻找盟友。

新媒体时代被认为是一个尊重个体的时代，它更承认个人意见的表达与个性的发展，所以相对来说，传统的从众心理可能会表现得较弱一些。新媒体时代将是一个舆论更分散的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虽然在新媒体中未完全失效，但是受到了冲击与挑战。

第二节　网民的基本特征分析——由精英走向大众化

在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传播学史中著名的有关受众的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大量一手数据的定量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新媒体日益兴盛的今天，对网民进行定量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以及在互联网上获得的NetValue、Nielsen/Netratings、Jupiter Media Metrix、IDC等知名网络调查公司和机构的调查数据，我们对网民进行了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研究，从中发现了网民的几大特征和趋势。

互联网在发展的初期很大程度上是“精英”的“专利”。这里所说的“精英”是指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较高的年轻的单身男性，这从历次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就可以得出结论。国外早期的调查报告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一般的研究也认为，初期网民的群体特征为：信息需求大、年轻、教育程度高、收入多、身处发达地区，以男性和白领为主。

但是，通过对大量的历次数据及国内外数据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网民已经开始呈现出大众化趋势，互联网日益普及。

一、中国网民数量增长分析

199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1次公布了《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简称《报告》）。截至1997年10月31日，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是62万，此后每年统计和公布两次。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将“网民”定义为：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中国公民。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 090万人，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年底提升3.8%，保持低速增长。与之相比，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手机的微博用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现较快增长。

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年增长率达18.1%，远超网民整体增幅。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继续提升，由69.3%上升至74.5%，其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处于高位，网民增长和普及率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而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普及和无线网络升级等因素，则进一步促进了手机网民数量的快速提升。

在网吧、学校机房等场所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比例下降幅度较大，其中网吧网民占比下降了5.5%，在学校公共机房上网的网民占比下降了3%，而在家中接入互联网的比例继续走高，有91.7%的网民在家中上网，增幅达到3.4%，个人上网设备持有比例的提升和网络接入条件的改善是导致此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的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年底增长了5 873万人，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手机微博用户规模2.02亿，占所有微博用户的65.6%，接近总人数三分之二。

截至2012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2.42亿，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42.9%。与2011年相比，网购用户增长4 807万人，增长率为24.8%。在网民增速逐步放缓的背景下，网络购物应用依然呈现快速的增长势头。团购领域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团购用户数为8 327万人，使用率提升了2.2%，达到14.8%，团购用户全年增长28.8%，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用户增长率。

在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手机端电子商务类应用也在迅速扩张。网民使用手机进行网络购物相比2011年增长了6.6%，用户量是2011年的2.36倍；此外，手机团购、手机在线支付、手机网上银行三类用户在手机网民中的比例均有所提升，这三类移动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速均超过了80%。

2013年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同时发布了《2012年中国网民消费行为调查报告——3C》和《2012年中国网民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汽车》。报告显示，互联网已经成为消费者获取汽车信息的首选渠道，并且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平台。

中国网民数量呈指数增长的原因很多，以下因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同时上网费用下降。中国经济实力一直在高速增长，人们的购买力日益增长，而电信部门又调低上网费用，使上网人数大增，中国民众上网变得越来越便宜。

（2）随着产业技术进步和网络运营商的重组及其竞争程度的加剧，网络接入的软硬件环境在不断优化。3G技术的推广，使得手机作为网络终端使用更为便利。同时，网络接入和用户终端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的日新月异，也使网络的使用门槛不断降低。

（3）公众上网意识较为积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物质的需要达到一定满足后，社会交流和信息获取成为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成分。现代社会人际交流方式更加间接，网络作为媒体和交流工具填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信息和社会交流的空缺。另外，受金融危机影响，大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其对网络的了解和熟悉会向周边人群传递，这种人际传递的乘数效应也提升了农村地区人群的上网意识和上网行为。

（4）中国教育事业在发展，使得计算机网络知识和技能在迅速普及。尽管网民规模持续增长，但与互联网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还处于较低水平，网络信息化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体的快速发展，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普及率也会随之攀升。

二、世界互联网用户的发展

2000年，人们可能才刚刚接触互联网，很多人甚至可能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转眼十年过去，互联网用户翻了五番，不仅在用户数量上实现了飞跃，在互联网普及范围上也有突破。

2000年，全球的互联网用户共计3.61亿。这个数字只是Facebook 2010年用户数量的三分之二；2000年，互联网用户超过百万的国家有38个；2010年，互联网用户超过百万的国家达到95个；2000年，互联网用户超过1亿的国家数量为0；如今已经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互联网用户超过了1亿。

2000年的互联网大国：

①美国——9 510万

②日本——7 100万

③德国——2 400万

④中国——2 250万

⑤韩国——1 910万

⑥英国——1 540万

⑦意大利——1 320万

⑧加拿大——1 270万

⑨法国——850万

⑩澳大利亚——660万

2010年的互联网大国：

①中国——4.2亿

②美国——2.392亿

③日本——9 910万

④印度——8 100万

⑤巴西——7 590万

⑥德国——6 510万

⑦俄罗斯——5 970万

⑧英国——5 140万

⑨法国——4 460万

⑩尼日利亚——4 400万

十年间，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尼日利亚互联网发展迅速，把韩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挤出了十强。

美国调研机构Royal Pingdom于2011年1月13日发布报告，对2010年全球互联网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全球网民数量为19.7亿。其中，亚洲为8.251亿，欧洲为4.751亿，北美为2.662 1亿，拉美/加勒比海为2.047亿，非洲为1.109亿，中东为6.32亿，大洋洲/澳大利亚为2 130万。此外，2010年共发送了107万亿封电子邮件，平均每天发送2 940亿封，其中有89.1%为垃圾邮件。

截至2010年12月底，全球网站数量为2.55亿个；博客数量为1.52亿个，Twitter发送了250亿条消息，Facebook用户数量达到6亿，YouTube每日视频浏览量为20亿次，Facebook每月视频访问量为20亿次。

中文互联网数据研究咨询中心于2011年12月3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仅仅覆盖了亚洲24%的地区，但亚洲已经拥有了超过9亿网民，占世界网民总数的44%。亚洲已经有27亿手机用户，15%为智能手机，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有6.23亿，占总数的20%。

日本的手机上网及手机媒体最为发达。2010年10月，市场调研机构comScore对日本、美国和欧洲五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移动用户习惯进行了调查。其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75%的日本移动用户使用手机上网，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有21.3%的美国移动用户使用手机登录社交网络，而有81.7%的欧洲移动用户使用短消息服务。

国际电信联盟（ITU）于2011年1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10年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20.8亿，而2009年年底这个数字为18.6亿，也就是说，全球网民数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增加了2.2亿。手机用户数量为52.8亿，而2009年年底全球手机用户数量为46.6亿，全球手机用户数量在一年时间里增长了6.2亿。

2010年，全球人口数量为68亿，手机用户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而网民数量也达到了差不多1/3的比例。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报告显示，有57%的网民是发展中国家居民，而手机用户数量和网民数量增长最快的也是发展中国家。

2012年1月28日，市场研究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网民数量到2016年将达到30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5%。

该报告称，随着智能手机覆盖率的上升和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加强，所有商务都必须跟上互联网世界发展的步伐，实现数字化。商业模式将在未来5年发生变化，因此，该报告推荐企业建立数字化资产负债对照表，以方便各公司负责人在线处理业务。

该报告显示，移动电子产品将成为宽带上网的最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移动电子产品将占到所有宽带连接设备总数的80%，其中20国集团中互联网消费者所蕴藏的价值为1.9万亿美元，平均每个互联网家庭为5 000美元。

据瑞典互联网市场研究公司Royal Pingdom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2年全球网民总量已经达到22.7亿，较5年前的11.5亿将近翻番。其中，在过去5年中，亚洲在全球新增网民中所占比率最高，达到53.8%。

Royal Pingdom的报告称，从2007年至2012年，全球各地区的网民数量都呈迅猛增长之势，具体数据为：

非洲从3 400万增至目前的1.4亿，增幅为317%；

亚洲从4.18亿增至目前的10亿以上，增幅为143%；

欧洲从3.22亿增至目前的5.01亿，增幅为56%；

中东地区从2 000万增至目前的7 700万，增幅为294%；

北美地区从2.33亿增至目前的2.73亿，增幅为17%；

拉美地区（南美洲和中美洲）从1.1亿增至目前的2.36亿，增幅为114%；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从1 900万增至目前的2 400万，增幅为27%。

具体到新增网民的占比，亚洲以53.8%位居首位，其次为欧洲（16.1%）、拉美地区（11.3%）、非洲（9.6%）、中东地区（5.2%）、北美地区（3.6%）和大洋洲（0.5%）。

该报告还显示，过去5年中，全球网民变化情况还呈现出以下重要趋势：

目前，亚洲网民总量与5年前全球网民总量相当；

非洲和中东地区网民数量增幅最大，增长率均为300%左右；

2012年，全球网民数量迎来了两个里程碑式数字：欧洲网民数量突破5亿大关，亚洲则突破10亿大关；

目前，欧洲网民数量已是美国的两倍。

三、“扩散S曲线理论”与中国特有的“2 000万现象”

按照传播学界的共识，当一种媒介的使用人数超过总体的20%，亦即1/5以上，它就跨越了“普及”的门槛。以美国为例，为达到这一标准，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而网络只用了5年。根据创新扩散理论的“扩散S曲线理论”（见图4-1），当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在其潜在市场中占据10%~25%份额之际，扩散率就将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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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扩散S曲线理论



此外，手机成为媒体工具，促使网民数量的飞速增长。短短几年，在我国，手机的使用不仅已经大大普及，手机的功能也大大扩充，它已由最初单一的双向语音通信工具，变成媒体信息的接收端和个人信息的发送端。尤其是第3代手机技术的完善与普及，使得手机正在成为互联网的延伸。手机技术的发展和手机功能的增强及扩大，手机新品的不断推出，将使其媒体工具的特性越来越彰显。它不仅是人们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工具，而且是新闻记者及时快速传递新闻信息的利器。由于我国移动用户已经居世界第一，能够上网的手机的大量使用，将极大地促使我国网络的普及。

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有所谓的“2 000万现象”：彩电、冰箱、空调等均在用户数量达到2 000万以后迅速走向大众化，中国手机的普及更加印证了“2 000万用户往往会带来雪崩效应”的观点。中国网络自突破2 000万用户后开始向低收入、女网民倾斜，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综合上述数据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互联网在迅速普及，呈现出大众化趋势。而且，越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网民的大众化特征越明显；越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网络的“精英”特征越明显。

第三节　新媒体用户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析

一、新媒体用户的类型与心理

新媒体用户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网民有着不同的上网心理和行为。

（一）地域

不同的国度、地域，其气候、文化、风土人情也不同，对网民的心理和行为有重大影响。

有调查显示，中国人上网爱聊天，美国人常查地图，法国人爱写博客。当一个中国网民打开电脑开始聊天的时候，一个美国网民可能正在查找到其某个商业伙伴办公地点的行车路线，而一个法国网民可能正在自己的博客上“奋笔疾书”。不同的上网习惯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网络文化。

（二）性别

男性网民和女性网民在上网心理和行为上均有较大差异。男性比较注重理性，喜欢搜寻科技、新闻、军事等类信息；女性则比较侧重于感性，喜欢浏览时装、美容等信息，上网聊天的女性多于男性。

美国互联网调查机构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于2005年12月所做的调查显示，与女性网民相比，美国男性网民在网上更愿意浏览天气情况，了解新闻、体育、时政和财经方面的消息。他们还常常利用互联网的下载功能，下载音乐和软件。另外，男性网民还把互联网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用网络听歌、下载音乐和视频节目等。美国女性网民则更喜爱电子邮件。她们喜欢发邮件给亲友，讲述自己看到的新闻、自己的计划和担忧等等。她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维系和家人、朋友以及同事间的关系。而且她们更愿意在网上了解宗教信息，并对健康或一些个人问题感兴趣。研究还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如查阅旅游信息和查找电话号码等，男性和女性都会想到借助互联网的帮助。

2013年1月，英特尔公司、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的男女网民人数之间的比例差别仅为4%。男女上网比例差别最大的是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只有9%的女性上网，而男性的上网比例为16%。女性上网比例最小的是印度等南亚国家，只有8%的女性上网。

（三）年龄

人们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上网心理和行为。新媒体应针对人们的年龄差异，发布不同内容的信息和设计不同形式的页面，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网民的心理需求。

（四）支付能力

经济支付能力是直接影响网民上网动机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很难指望他（她）花很多时间去上网聊天。

（五）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网民上网获取信息的心理和行为。受不同性质教育的人，对网上信息的需求和兴趣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对网络信息的需求选择也有较大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花在娱乐上的时间越少，而花在阅读新闻、科技信息上的时间相对越多。

此外，不同职业、社会地位等的网民有着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

二、新媒体用户的普遍心理分析

不同类型的新媒体用户虽然在具体的信息需求上有所不同，但是以下心理却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概括起来讲，一般用户在使用传播媒介方面，具有如下一些心理特点：求新心理，好奇心理，求真心理，亲和心理，求知心理，选择心理和逆反心理。与传统媒体的受众心理相比，以下是用户表现突出的心理特征：

（一）参与性心理

与传统媒介的受众不同，新媒体用户不仅仅是接收者与旁观者，他们还更多地加入到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用户可以提出自己对信息的需求，可以对传播的内容提出看法，也可以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放到网上传播。参与性不仅仅意味着传播者与用户之间界限的模糊，也不仅仅意味着用户地位的提高，它还意味着网上信息内容的多元化与复杂化。

由于新媒体的互动性，用户自主性心理增强，用户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一般性的浏览阅读，他们还通过邮件、BBS论坛、网上聊天等方式参与传播活动，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展示自我的思想感情和喜怒爱憎。

（二）个性化心理

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是“点对面”的，个体只是作为受众中的一员存在，任何一个传媒组织都不会针对某人的特别需求来进行传播。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中，个体的个别需求是通过个体在“大众化”的信息产品中进行挑选而得以部分满足。读者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挑选余地是很小的。

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站、信息或服务。更重要的是，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不必再根据电视台、电台的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也不一定要在某个固定的空间里来看电视。在传统媒体时代特别是电视时代，人们的生活规律，更多地受到媒体节目的影响。例如，为了收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人们也许不得不放弃其他社交活动。而在网络时代，人们对于自己的日程，有了更多的决定权。

（三）虚拟环境下的匿名心理

与传统媒体的受众不同，用户在网络这一虚拟环境下，来接受网络信息或服务。网络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充分放开自己的环境。在“匿名”状态下，用户的需求，与他在物理世界的需求会发生一些偏离，或者说，他们会更追求在物理世界里无法满足的需求。

匿名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指的是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人可能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而在网络环境中，虽然也是一种“匿名”状态，但一般情况下，用户都有自己的代号，如果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区里，每个人的代号也是相对固定的。如果一个人做出了违背大家意愿的事，他就可能遭受冷落甚至被赶出社区。另外，每一个上网者都有IP地址，对于网络管理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IP地址来查找某个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在网络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新媒体用户会更加体会到，IP地址实际上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再是匿名的。这会促使他们加强对自己的约束。所以，网络的匿名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匿名。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只有在面对自己时，才更有可能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如浏览色情网站。

此外，网民还具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当然，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从众的压力较传统媒体有所减轻，从众心理有所弱化。

三、网民上网目的分析

国内外的调查都表明，网民上网的首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其次是游戏娱乐。常用工具是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

历次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结果都显示，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依次是：获得各方面的信息、学习计算机等新技术、工作需要、休闲娱乐。网民最常使用的网络服务是电子邮箱和搜索引擎；网民在网上获得的最主要信息是各类新闻。

国外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美国，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人首要的信息来源。美国人最常用的是电子邮件，其次是获取各种信息，浏览新闻只是看各种信息的一部分。美国人主要是把互联网当成为自己提供服务的工具，需要新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去互联网搜索。

网民在网上获得的最主要信息是各类新闻。但是，与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需求相比，网民的新闻信息需求至少会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其一，信息来源很多，选择余地很大，接受时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很强。这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十分有利的。而新闻传媒只有按照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进行运作，才能在众多的传播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受众的选择，从而实现其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其二，在大量的信息面前，受众又需要在选择上获得帮助。传媒的信誉和品牌的质量，对受众的选择会有很大的影响。有的品牌甚至为受众所依赖，从而形成用户的习惯选择。

其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加强，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也会相应增强。受众眼界开阔，文化程度高，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和习惯增强，盲从度会大大降低。这与生活的多元化、各种选择机会的丰富多样相结合，于是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便会很强。因此，受众对传媒质量的要求会更高，且不易被欺瞒和愚弄。媒体必须时时处处、方方面面都保持其真正的高质量，才能不断吸引受众。

其四，对传媒的需求增强，需求的个性化程度提高。由于受众的经济能力强，文化程度高，因而传媒消费能力大为增强。又由于社会联系多，生活、工作等各种活动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信息、娱乐、生活指导等需求以及自我表达的需求既多又强，受众和广告主对传媒的依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因而传媒消费欲望又会相应增强。许多受众会不满足于只接触一种日报、几个广播电视频道和少数网站。而且，广告也会大量增加，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所有这些，都将给媒体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又为传媒市场更加细分创造了条件。

另外，受众需要更优质的服务，包括符合他们个性化需求的传播。这使传媒小众化趋势更强。因此，传媒必须增强自己的特色，进一步提高对特定受众的针对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关注经济信息。

此外，随着网络的普及，许多网民上网的态度已经由重“量”转为重“质”。

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其中又以新闻信息为主。从新媒体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网络新闻整体上的可信度、权威性都比传统媒体低。但是，随着阅读网络新闻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网络新闻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四、网民上网动机分析

动机的原始含义是引起（或发动）动作，心理学则把人们经常以愿望、兴趣、理想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观因素称为动机。动机是行为发生的先导和条件。网民上网的动机主要有：

（一）求知

求知，是以对知识、信息的追求为目的的一种动机，它是网民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心理活动。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需要，求知动机正是这种需要的一种心理反应。网民利用互联网，可以获取外部信息，监视环境。通过新媒体了解外部世界，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别人的见解，决定自己的行为。网民在网上求知的过程中，往往是主动寻求信息和知识，这与传统媒体受众的被动接受信息截然不同，

（二）消闲娱乐

娱乐是以追求精神享受和放松为目的的一种上网动机。网民通过新媒体可以增加见闻，满足好奇心，打发时间，寻求刺激，寻求快乐，放松情绪，消除烦恼和疲劳，释放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压力和烦恼。

非功利性的网上视频点播和网络游戏虽然不能与人的生存发展相关，但它使人的身心从繁忙的工作中恢复过来，使人们从日常利害关系中解放出来，是对自我个性各个方面的丰富，是自我发展和自我提高。

（三）求名动机

这是以追求自己成名、获得成就感为特征的一种上网动机。许多网民乐于在网站、BBS发表见解，即是出自此动机。

（四）求便动机

许多网民进行网上购物，就是一种求便心理在起作用。网民网上购物，不仅要求交易迅速方便，而且要求送货上门。

（五）逃避动机

新媒体可以使网络受众——网民——逃避现实，不理会常规的工作。网民可以利用互联网，在他与周围的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以摆脱他人的打扰和制约。在逃避动机中起作用的不是“合群倾向”而是“离群倾向”。事实上，逃避已经成为许多人上网的理由。一些网民在虚拟的网络社区中寻求安慰和解脱，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互联网成了一些人的避风港。对现实不满的人，或有心理问题的人，更容易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找支持和寄托。例如，一些女性喜爱网上聊天室，把它当成寻求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浪漫的途径，或是抱怨其丈夫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网民上网的动机十分复杂，网民上网往往是多个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

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是透过互联网获取资讯、与人沟通、消闲娱乐和阅读新闻。

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以及国外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但是，随着网民的大众化，为消遣娱乐而上网的网民所占比例已经逐步上升为第1位。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于2005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其数据表明，就网民上网目的来看，获取信息首次由第1位降低为第2位（37.8%）；为休闲娱乐（包括网络游戏、在线点播等）而上网的人首次上升为第1位（37.9%）。这印证了新媒体的娱乐化趋势。

新媒体娱乐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网民结构的大众化。网络正在由“精英”（年轻富有的高学历男性群体）的“专利”转化为大众化媒体，网民结构呈现出大众化趋势。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与“精英”相比，“大众”更喜爱娱乐信息。网民结构的大众化造成了新媒体的娱乐化趋势。

网络游戏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娱乐化。此外，宽带（broad band）的普及加速了新媒体的娱乐化，也带来了新媒体的多媒体化。网络不仅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新闻媒体与广告媒体，而且正在成为新兴的娱乐媒体。

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上网方式的宽带化、无线化，新媒体的娱乐化，网络新闻的多媒体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界线的模糊与整合等。

五、网民行为特征分析——网民注意力呈现“马太效应”

调查显示，网民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知名网站，呈现出“马太效应”。

所谓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越好，坏的越坏，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一种现象。这个名字来自《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经济学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赢家通吃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在新媒体领域，马太效应指的是网民虽然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经常的访问的网站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网站上。美国Jupiter媒体调查研究公司（Jupiter Media Metrix）等多家调查机构发布的报告称，Google、Twitter、Facebook以及YouTube四家网站吸引美国用户驻足浏览的时间占用户上网时间的一半还多，即四家网站瓜分网民半数线上时间。Jupiter公司还指出，在如今的互联网媒体市场上，公司规模越大就越可能获得成功。




[1]
 转引自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第三篇　新媒体舆论的客体——平台研究


第五章　网络论坛

第一节　网络论坛的传播特点

网络论坛作为网民获取信息、发泄情绪、发表观点等的重要渠道，曾经长时间占据网络舆论的霸主地位，诸多公众舆论都肇端于此，并在此酝酿发酵，最终形成影响广泛的重要舆论事件。网络论坛使用率的下降与微博这一新兴网络应用的发展密不可分。2010年被称作“微博元年”，而到了2011年，微博已被称作“网络的舆论中心”
[1]

 ，成为了公民监督政府公共权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主阵地。

微博的出现顺应了网络时代网民信息表达和阅读的碎片化趋势，同时，因为论坛管理规则相对严苛，而微博把关的尺度相对宽松，因此微博异军突起成为网络事件的重要发源地和最重要的舆论发酵平台。爆料信息从论坛/BBS转入微博平台后，爆料出处逐渐模糊。

例如，2011年10月发生在湄公河的中国船员遇害事件，国内最先由网友在天涯社区披露，随后，微博上大量相关信息涌入，事件当事人也通过微博发布信息，而天涯社区最先披露该事件的事实则被公众和媒体“忽略”。

2011年10月5日，湄公河金三角泰国水域发生一起针对中国船员的恶性袭击事件。两艘搭载13名中国船员的中国籍“华平号”和缅甸籍“玉兴8号”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劫杀，13名船员全部遇难。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向老挝、缅甸和泰国三国派出警务工作组展开跨国调查。2012年4月，案件主凶——缅甸毒枭糯康及多名犯罪团伙成员被老挝警方擒获，并于5月移交至中国受审；2012年12月终审判处主犯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死刑；2013年3月1日，上述四人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死刑。

一直喜欢在论坛上寻找新闻线索的传统媒体记者，也开始从各大论坛转战微博。论坛/BBS的“意见领袖”相继流失，不少人转入微博，或退守个人博客。原创性、思想性帖子的减少，使包括天涯社区在内的一些资深论坛上的帖子“含金量”也在下降。

但是，专业性强的小众化的论坛，诸如户外运动、旅游、摄影、汽车之类的专业论坛，由于其专业性和小众性，因而黏性较高，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地区性网络论坛凭借独特的地方内容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微博的锋芒。

一、网络论坛的概念

网络论坛是一种基于虚拟互联网技术的网上交流场所，即人们日常所称的“网络社区”或“BBS”。“网络社区”称谓是现实生活社区概念的网络移植，因为网络论坛的主要功能在于用户间的交流与互动，它将“天涯若比邻”变成了现实。BBS是英文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缩写，直译为电子公告系统，因为该系统最早是用来股市价格之类的信息，其主要功能就是“公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利用这一系统进行在线交流和讨论，逐步形成了今天以提供在线讨论为主的“网络论坛”，但BBS的民间称谓仍然沿用下来。

早期的BBS与一般街头和校园内的公告板性质相同，只不过是通过电脑来传播或获得消息而已。一直到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之后，有些人尝试将苹果计算机上的BBS转移到个人计算机上，BBS才开始渐渐普及开来。

网络论坛的核心功能是讨论，其他的功能还包括电子邮件、文件传输、在线交谈、公告牌以及互联网（Internet）的接入服务等。BBS实际上基本包括了互联网的大部分功能。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BBS还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区：信件讨论区、文件交流区、信息布告区和交互讨论区。与网络舆论的形成直接相关的是交互讨论区。交互讨论区的建构有三个结构性要素：电子空间、账号和帖子。

从1978年芝加哥出现第一个BBS系统到目前为止，BBS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我国BBS接入的标志是1991年北京长城站的建立。
[2]



二、网络论坛的发展

最早的一套BBS系统起源于1978年的美国芝加哥，当时的BBS系统CBBS/Chicago只能在苹果计算机上运行，而且今天网络论坛的大多数功能也都还没有。直到1983年，被誉为“BBS鼻祖”的基于普通个人计算机的第一版BBS系统——RBBS-PC才得以诞生。这套BBS系统能够支持信息讨论、问卷调查等现在BBS系统的常用功能。

我国第一个正式的BBS站点是曙光BBS站，由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于1994年5月开通，但曙光BBS在当时的影响力有限，如今也已经销声匿迹。在我国网络论坛的发展历程中，强国论坛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强国论坛的前身为“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是就一个特定公共事件开设的网络论坛。由于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当时的这个BBS并不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用户也积极参与其中。论坛所属的人民日报社在40天后顺势将论坛改名为“强国论坛”，强国论坛也沿袭了之前的风格，成为国内外华人讨论国际大势、国内时政的重要网络节点。强国论坛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用户活跃度高，且与社会舆论形成强烈互动的网络论坛。

强国论坛出现在世纪之交，当时正值中国互联网第一轮泡沫期，大批依靠市场力量依存的商业网站崛起，其中幸存至今的少数几家已经成为今天的互联网佼佼者，并奠定了国内目前的网络论坛基本格局。

目前，国内的网络论坛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综合类论坛和专题类论坛。

综合类论坛又可以细分为两小类。一是门户网站下属的网络论坛，以新浪论坛、网易论坛等为代表。这类网络论坛相当于门户的下属子频道，流量与运营均依托门户网站母体，域名多为“bbs. **.com”（**为母体门户的短域名）。定位也与门户母体相匹配，例如新浪网的体育内容较为强势，因此新浪论坛的体育类话题讨论较多，质量也较其他内容更专业，上述强国论坛也属此类。二是拥有独立站点的网络论坛，典型代表为天涯社区和猫扑网。这类网络论坛各自定位有细微差别，如猫扑网偏向于聚集更年轻的群体，明星八卦等碎片化内容较多，最有名的板块即为“大杂烩”；天涯社区的内容更侧重于体现人文情感，用户年龄偏大，论坛灌水内容少，很多网帖的质量较高。

专题类论坛定位风格更为明显，主要面向细分受众。相对于综合类论坛而言，专题类论坛以兴趣爱好或利益诉求为共同点，吸引志趣相投的网友。虽然影响力也多仅限于所涉及的领域范围内，但这类论坛的创设有利于专业信息的整合和搜集，对推动关联领域的发展和各类人群的网络聚合起到了重要作用。专题类论坛比较著名的有摄影领域的色影无忌、动漫领域的极影动漫社区、体育领域的虎扑论坛……细分领域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网络论坛的用户规模达1.49亿，网民使用率26.5%，用户规模与使用率在中国网民所使用的网络应用中排名第14。网络论坛不仅用户数量庞大，而且成为中国网络舆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场域，有时甚至是舆情事件的肇始点。尤其是在微博出现之前，网络论坛是中国网络舆论的主阵地。以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例，当年3月19日，重庆九龙坡区法院就“钉子户事件”作出“强制拆迁”的裁决，但钉子户主人拒绝服从，双方的强硬对峙使事件发展到高潮，成为全国现实舆论与网络共同关注的焦点。先后有100多家主要网站论坛以专题、图文、视频等方式进行报道，截至3月26日，网民点击超过2 000万次，成为一场网民群情激昂的“舆论嘉年华”。该事件自始至终在社会舆论、新媒体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的三方互动中发展，事件最终以当事双方的和解收场。

人民网舆情频道从2007年起开始发布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其2007-2009年的报告均以各主要网络论坛的发帖数量为唯一标准来量化网络舆情状况，在2009年的“20大网络热点事件”中，以网络论坛为主要载体的事件占到12件。直到2009年微博出现并兴盛后，网络论坛的新媒体舆论“霸主”地位才逐渐被解除，微博取而代之。

三、网络论坛的传播特点

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生活在自然存在的和经过先辈改造的环境中，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世界”，这是一种能够清晰感觉到的自然世界和某种人工化了的物质世界。现在，由于大众传媒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扩展，想象的世界也变得无比宽阔。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习惯于接受和操作各种自身无法直接接触的感性世界的信息，生存于大大超过自身能感受到的感性世界的另一种世界里。这个世界不是实实在在的能被直接接触到的事件、人、物和观点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摹写。它是与感性世界并存的拷贝世界和象征世界。
[3]



李普曼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象征世界，认为它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他认为造成这一虚拟社会环境的原因是：“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4]

 所以，人们总会借助各种媒介提供的信息，以符号化、标签化等方式构筑起自己生存的虚拟环境。而网络论坛正是开启了人类存在的又一个虚拟环境和人际互动的模式，对人们虚拟世界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人们在网络论坛中的互动具有去中心化、超时空性、语言性、扩张性和间接性
[5]

 等特点。

（一）去中心化

由于Web 2.0技术的推广及应用，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就公共事件发表观点，信息发布具备了“对话性”，信息传递从单向变成了双向甚至多向。在Web 2.0时代，公共话语权由过去的媒体精英或知识精英垄断转变为如今理论上所有的人都能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而且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人们在网络上发表意见更为大胆，意见的真实程度更高，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新闻评论的批判意识更浓。由此，网络论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意见的自由市场”。

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网络内容生产过程。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 1.0）时代，今天的网络（Web 2.0）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参与、权级平等的共同创造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作原创的内容，共同生产信息。

随着网络服务形态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网络模型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成为可能。Web 2.0兴起后，Wikipedia、Flickr、Blogger等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去中心化的，任何参与者都可提交内容，网民共同进行的创作或贡献。

之后，随着更多简单易用的去中心化网络服务的出现，Web 2.0的特点越发明显，如Twitter、Facebook等更加适合普通网民的网站的诞生，使得为互联网生产或贡献内容更加简便、更加多元化，从而提升了网民参与贡献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内容的门槛。最终使每个网民均成为了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使得互联网更加扁平、内容生产更加多元化。

（二）超时空性

美国网络预言家约翰·佩里·巴络说：“我们目前正在创造一个空间，让全球民众可以有一种‘新的’沟通关系：我希望能够与试图和我沟通的心灵完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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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似乎只是一个主观希望，但是互联网的确正在为人们构建这样一个“现实”的空间——“赛伯空间”（Cyberspace）。赛伯空间是网络论坛互动所依托的“物质”存在，它由“比特”组成，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这个空间消除了“这里”和“那里”、“这时”和“那时”的区别，从而使人际交往在互动范围上超越了传统的时空界限。

（三）语言性

在实质性社会互动中，非语言沟通之多令人吃惊。非语言沟通是借助符号而不是语言所进行的沟通。身体外貌、衣着和个人财物，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非语言沟通形式。其中身体语言和个人空间是两种最重要的非语言沟通形式。据估计，多数人一天只讲10~11分钟的话。通常情况下，在两个人交谈时，语言对情景的社会意义的表达平均不到35%，其余65%的意义都是以非语言方式表达的。与此相反的是，网络论坛互动则主要依靠语言符号（因为网络技术和网民使用习惯的发展，现在的网络论坛中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图片、视频等传递信息的手段）。这种符号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社会业已形成的语言符号，如汉语、英语等；第二种是计算机语言，如JAVA等；第三种是网络语言符号，这是一种产生于网络空间、仅限于网民交流的新的语言符号。网络语言符号具有能够超越话语或形体语言的特性”。如“：D or：-D”就是指“笑得嘴巴开得很大”；“HRY”就是指英文“How are you”。这类网络语言符号具有较高的“封闭性”，只在同类网民群体中才能使用。

（四）扩张性

有人担心互联网会成为导致人际关系疏离的力量。

美国佐治亚大学商学院的帕特里克·麦基翁教授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是生活的事实。网络使我们进入了另一种不同意义上的社会交往，现在你能和你无法辨认的人交往了。这几乎就像我们又回到了1910年在内布拉斯加的家园，那里只有你和你的家人，一连几天你都见不到别的人。我们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几乎是农村式的生活方式——一个建在你屋子里的家园。”
[7]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实虚拟社会交往的环境更有利于人际关系的扩张。互联网的匿名性特点使得网络论坛互动拥有一个有利于弱纽带形成和扩张的交往环境。这种环境更适合与陌生人形成弱纽带，有利于虚拟社群形成平等的互动模式并使沟通没有障碍，有助于成百上千个弱纽带的扩张，其中有些会发展为强纽带。这些都是运用传统互动手段所无法达到的。

（五）间接性

与人—人直接互动不同的是，网络论坛的互动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电脑—人的间接互动”。电脑是实现网络论坛互动的媒介。美国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称这种交往为“电脑中介之沟通”（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世界范围的兴起，这种沟通一举走入寻常百姓家，从此“电脑”代替了“便笺”，间接互动几乎是实现其成员（网络论坛成员）互动的唯一形式。

四、网络论坛舆论的特点

网络论坛舆论具有新媒体舆论的一切特点，除此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用户生成内容

在足够多的信息扑面而来时，网民们不再局限于获取信息，更产生了分享信息甚至分享观点的需要。在市场化运作的互联网企业面前，有需要就有满足，网络论坛正是互联网满足网民新需要的新一代产品。所以，网络论坛的第一大特征就是用户生成内容的诞生，这也是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式上开始真正区别于传统媒体的起点。从网络论坛开始直到今天，用户生成内容（UGC）逐渐被人们所关注，并成为整个互联网后Web 1.0时代的大势。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才是互联网精神的真实写照，在网络论坛上，除了少量内容来自于管理论坛所必需的管理者，绝大部分发帖和回帖都出自亿万普通网民。传播架构扁平化取代了以往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单向式的传播方式。也正是由于内容直接来源于社会民众的虚拟分身——网民，网络论坛舆论才得以更逼真地反映真实而不被引导的社会舆论。

（二）意见交流的即时互动性

“人肉搜索”是网络论坛的副产品，首例人肉搜索案例“虐猫事件”即诞生于猫扑论坛，在这一经典案例中，论坛用户们用了不到6天的时间就从一组看似不经意的虐猫照片中“按图索骥”，找到了事件发生的详细地点并揭露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最终迫使当事人公开致歉。人肉搜索的是与非，本文暂且按下不表，但从人肉搜索这一过程的实现来看，网民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流与互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网络论坛为亿万网民提供了意见交流的平台，人们利用这种即时交流拼凑信息碎片，互助互利，碎片信息得以滚雪球似的重重叠加，最后得到完整的信息全景图。

人肉搜索只是特殊一例，在日常的网络论坛交流中，人们更多地是利用即时的互动来宣泄情感、互换信息和表达意见。这些碎片化的帖子，一旦遭遇关乎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就得以迅速产生强大的舆论场域，对现实社会事件产生压力，推动事件的解决。“华南虎事件”和“周久耕事件”等著名案例的合理化解决，都是网络论坛舆论利用意见交流的即时互动性所制造的舆论奇观。

（三）舆论主体的隐匿性

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无论是走上街头还是通过信件、电话等方式表达对公共事件的意见观点，都不能很好地隐匿个人信息，这也让现实的舆论监督面对无形压力的阻碍。传统的媒体监督由于“把关人”的存在，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媒体自身的力量来部分替代真实的舆论主体。互联网虚拟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舆论主体这一隐忧提供了可能性，而网络论坛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将这一可能变成现实。出现在网络论坛中的发言人不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而是一个个虚拟的ID，在虚拟ID的掩护下，ID所有者可更少地顾虑外界因素的影响而直接表达对公共事件的意见。

理论上，每一个真实个体都可以有无数个ID，每个ID只要不触犯法律底线都可以自由发言。这一方面使得网络论坛呈现意见的多元化与随意性，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让网络论坛舆论走向极端和偏激，管理难度随之增大。网络论坛舆论呈现出的种种新特征，也让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对传统媒体时代的“沉默的螺旋”和“议程设置理论”等产生新思考。

（四）舆论客体的固定性和分散性并存

舆论客体往往指向特定的公共事务，在传统的舆论场域中，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一般会有始有终，但是在网络论坛上，正是由于网络论坛的隐匿性和论坛对用户普遍缺少的约束感，使得网络论坛舆论的舆论客体存在着固定性和分散性并存的特征。

网络论坛通常有固定的板块划分，根据论坛站点的定位会划分为众多的小板块，不同话题的帖子在固定的板块中呈现，例如，天涯论坛就有“天涯网事”、“舞文弄墨”、“经济论坛”、“情感天地”等界限分明的板块。管理严格的网络论坛还会设置版主，版主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定时移除与所属板块不相符的网帖。这是论坛内的固定性特征，在论坛与论坛之间，不同定位的论坛也存在彼此话题的差异性和固定性，如上文提到的天涯社区和猫扑网的定位就是不同的。这种固定性使得网络论坛舆论呈现集中性特征，特定领域的公共事务得以在特定论坛和板块集中讨论与发酵。

但网络论坛存在极大的随意性，舆论主体们自身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变化莫测，在一个网帖中常常会出现“歪楼”的现象，有时为了戏谑网帖主题或所涉对象，故意“歪楼”。主题的中途变换非常频繁，舆论主体通过这种方式来解构和消解公共事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种现象在各大论坛的“灌水区”尤为突出，无意义的灌水充斥屏幕，使舆论客体分散化趋势严重。

（五）情绪型舆论比例较高

何谓情绪型舆论？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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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集中于情绪表达的舆论我们称作情绪型舆论。

在论坛出现以前，大众媒介作为“把关人”在对公众舆论进行选择性反馈的时候，往往会过滤掉大部分情绪型舆论，代之以更理性的舆论。情绪性舆论与人的本能和无意识有很大联系。网络论坛赋予了普通网民表达的权利，人们可以在网络论坛上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部分公众和网民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所限，也因为网络匿名性所导致的个体行为约束力降到最低，其意见表达有相当部分呈现非理性特征。个别的意见聚少成多，并在群体极化现象的推动下形成非理性的情绪性舆论。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当代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群体极化是指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作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这个社会现象就被称为群体极化。

在正常状况下，一个人在进行决策时，会有风险趋避（risk aversion）的倾向。普通的理性决策者，会倾向于避免有风险、可能会造成自己损失的决定。但是当个人身处团体中时，群体成员中早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结果使人把毫不存在的事当成事实，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群体极化的团体成员一开始便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了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例如，经过讨论后，原本温和的女性主义者会变成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原来就抱有种族偏见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烈的种族偏见，原本就有排外意识的人会暴露出更严重的排外倾向。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于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沟通，但听不到其他人的意见，最终将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

这种情绪型舆论往往出现在舆论事件的初期，无论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对相关事实和信息的挖掘和呈现还不到位，导致事件发展可变因素多、想象空间大，参与表达的门槛低等，让情绪型舆论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以高强度扩散。甚至导致传统媒体或者出于压力，或者出于捕捉社会热点提高收视率、销量等目的，也参与到情绪型舆论的扩散中去。

以“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事件”为例。2009年6月，面对媒体舆论监督，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在网上一发布，瞬间就传遍全国，这位副局长也因此被网民戏称为“中国最牛局长”。网民之所以谴责，是因为这位副局长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全然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忘记了“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六）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

网络论坛上形成的舆论是多元的，而并非一元的。孟超认为，网络论坛的特点主要在于“高频率的一对一、一对多的人际交流管理”，网络论坛实现了“其他任何媒介在现实中和技术上不可能实现的多元言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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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有人称网络论坛上的言论就好像观点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一样。

现实社会中，人们通常戴着面具。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都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露出。而且，前面那张脸越是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就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两面国”的人一概都戴一顶特制的帽子来遮盖，名为浩然巾。

但是，在虚拟空间，人们可以脱下面具。网络论坛言论的多元性，主要产生于虚拟空间内，虚拟空间的身份的不确定，使人们可以摆脱生活中的角色束缚。

不过，在虚拟空间，既可以产生各种真实的声音，也可以产生不需负责任的虚假消息。人在不同的角色中有着不同的言行，一个表面正派的人在虚拟空间里则可能是一个龌龊的网络人，而一个内向的人在网络却常常变得活泼、健谈。因此，网络论坛上的言论与现实中人的言论并不完全一致，能反映网民一定的真实思想。

虽然网络论坛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但在网络论坛的互动性的推动下，却又会使网络论坛的舆论形成一个主导的舆论。

但是，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成员之间的固定联系比不上现实空间，有些网民仍会我行我素，因而不同于主流意见的少数意见仍然可以在网络论坛上继续存在。所以，网络论坛的互动性和虚拟性往往形成一个主导舆论和各种少数不同舆论并存的局面。在没有权威可信消息的时候，一些错误的小道消息也能成为网络论坛的主导信息及言论，这主要是因为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时人们对信息的要求骤然上升，而重大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往往使一些发布权威信息的媒体措手不及，即使有了权威的消息，也要经过几重证实才敢认定发布。在这样的情形下，信息的供求就出现了矛盾，人们只好谋求于一些并不权威的信息源，如网络论坛等。在没有权威证实的状态下，根据人们选择性接受信息的习惯，一旦某些信息符合人们的推理、想象和期待，这些信息即使是错误的，也会为人们所接受。

五、网络论坛的管理

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网络论坛上的言论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社会安全阀。根据科塞的观点，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为可以运用潜在的冲突维持社会结构，而不至于破坏整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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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网络论坛的舆论冲突及舆论监督将大大减轻重大突发事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因而要鼓励网络论坛的舆论监督，尤其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要允许更为宽松的舆论环境，这样网民的真实声音才能更多地反映出来；并且还要使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论坛的言论不再虚拟，能形成一定的张力并对现实生活产生有效的影响，才能扩大网络论坛的影响和增加其对网友的吸引力，发挥好其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相关部门也应正确面对网络舆论。

首先，应该积极接受舆论监督，合理化解矛盾。具体到网民的新闻评论，一味地弹压或标签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无法使网民噤声。唯有正确认识网民的言论，能辨清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作为参政途径的新闻评论”才成为可能，公众参考意见得以为有关部门吸纳，职能部门的实际工作也能得到监督。这样，公权力也将被置于网络论坛的舆论监督之中。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有效有序的社会架构是每一个国家的正常需求，但这种需求绝不意味着抑制一切抗争和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制度的净化和吸纳作用，可以将这些因素化解在制度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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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者要保证的是民众对社会环境的基本认同，倘若不允许任何反对声音的存在，其实也是扼制了社会的活力。纷争和异见实际上是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重要诱因。

其次，应该正视网民意见，谨防制度性断裂。网民的批评意见并不针对既有体制，也无意挑战其合法性，只是希望在体制内寻求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出于这种目的的批评和抗争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完全可以成为促进社会活跃的动力和诱因。

近年来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每每因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网络舆情鼎沸，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而当事件当事人遭到惩处或事件信息被进一步披露时，多数网民也都对结论予以接受。不难发现，事件的起因并非网民自身的非理性和信息缺位，主要责任还在于职能部门与公权力机关是否及时、有效地予以应对。

网络舆论既有理性的成分，也存在非理性的成分。由此，政府重视网民意见，而非简单地给网民定性，就显得尤为必要。倘若对网民的评论弃置不顾，当网民的负面意见无法排遣，超越了现有制度的容纳能力，最终就不免造成整个社会的制度性断裂。

目前，因为微博的兴起，使网络舆论在不同渠道生成、发展，形成舆论场的共振，进一步扩大网络舆论的影响。网络论坛在这一过程中与微博形成了互补关系：微博内容短，论坛内容长；微博适于碎片化围观，论坛适于厚重化参与；微博以个人为中心，论坛以主题为中心。微博虽拥有独特的传播优势，但由于其字数有限，一次只能输入140个字（如新浪微博），必须最集中最简洁地编辑信息，因此其信息承载量极其有限，只能传达核心信息，而关于信息的其他细节则无法顾及。论坛则刚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论坛发帖字数不受限制，因此可以详细陈述细节，充分说明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发表意见，而论坛公开化的形式又可以让不同的观点和事实不断补充进来，让真相逐渐浮现。另一方面，微博的裂变式传播也使论坛中不断更新的信息加速传播。

“郭美美事件”起因是新浪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和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用户郭美美在微博中炫富。郭美美“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并牵扯上“中国红十字会”因而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及争议，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后经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翁涛与郭美美本人相继证实与承认，郭美美所炫耀的昂贵名车名包等财富，主要来源于中红博爱前董事王军的私人赠与。受此事件影响，中国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慈善捐款锐减，信誉受到质疑。2012年7月，北京警方对郭美美进行的调查表明，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

在“郭美美事件”中，微博、论坛信息的全面协同充分展现了其魅力。微博围观使得郭美美成为众矢之的，天涯社区等迅速跟进，补充大量信息，关于郭美美的各种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些真相又在微博中进一步加速传播，使得“郭美美事件”迅速发酵，引发网民对红十字会的集体声讨。显然，在重大网络舆论事件中，网络论坛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管理不慎，也很容易成为谣言和不良舆论产生和发酵的基地，所以应该高度重视网络论坛的管理。

1. 构筑网络论坛道德规范

我们在探讨网络论坛的舆论特点时，作为虚拟空间，网络论坛成员的身份是非常难以确定的，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混在网络论坛中的虚假信息就特别容易泛滥。另外，在论坛中网民之间的相互传播又容易失真、变形。在这种情况下，论坛管理者可以根据其管理条例对此类信息进行删除。不过，单纯删除帖子只会导致网民的流失和不理解，因此关键还是要靠构筑网络论坛道德规范。

网络论坛道德是网络道德的组成部分。网络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上网行为，调节网络时空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网络道德是时代的产物，与信息网络相适应，人类面临新的道德要求和选择，于是网络道德应运而生。网络道德是人与人、人与人群关系的行为法则，它是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的行为规范，赋予人们在动机或行为上的是非善恶判断标准。

作为一个虚拟空间，网络论坛的道德会呈现以下特性：其一，自主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更少依赖性、更多自主性的特点与趋势；其二，开放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之间经常性的冲突、碰撞和融合的特点与趋势；其三，多元性，即与传统社会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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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网民们提出自己的道德规范，除非出现违法行为，通常不应该由管理者将道德规范强加于网民。网络道德规范通常是多元的、开放的，由网民们互相监督，促进其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对社区的维护。网络论坛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地方，人们的情感容易互相感染，在道德规范无形压力之下，传播不负责任的信息是会受到其他网民谴责的，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虚假信息在网络论坛中泛滥的可能性。

2. 合理设置网络论坛的议题

议题设置的理论假设最初是由麦康和肖在1972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他们分析了1969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茄珀山市的媒介内容议题的排序，同时对照当时该舆论中诸议题的排序，发现两者的相关性极高。经过深入分析，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发布，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和事件的感觉；在媒介的议程与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在这里，“agenda”总体上指的是所报道的问题的排序或程序，具体的是某一议题或事件的报道，在以往传统媒体引导舆论的手法中，议程设置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而且也常常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时，媒体的议题设置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

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是否成功通常取决于网民是否积极互动。而在传统媒体时代，作为占优势传播地位的媒体与受众之间不仅没有实时互动，受众的反馈也通常被强势的媒体所忽略。一件事情是否能成为公众的议题，已由取决于传统媒体的设置到了该事件是否真的含有新闻价值来决定了，任何不遵守新闻事件价值的议题设置在网络时代都必将面临失败。

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一国的媒体还要面对外国媒体通过网络进行的对本国公民的议题设置，尤其是通过网络论坛进行舆论传播。有研究者以“强国论坛”的“中美撞机事件”话题为研究对象，注意到网络论坛的消息来源问题——当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缺乏，公众就转向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论坛上充斥着来自西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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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论坛改变了官方媒体议程与舆论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论坛的议程设置不同于现实媒体的议程设置，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不相信自己国家的媒体，他将转向国际媒体，甚至来自敌对国的媒体，全球媒体和国外媒体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议程设置。

在网络论坛这个各种信息云集的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突发事件，议题的形成已不能再由管理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设置了，而是根据信息的新闻价值由网友自发形成，因此对于网友讨论、关心的热点，网络论坛的管理者不能回避，而应该在充分尊重网友兴趣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议题设置，如“强国论坛”每天设置“推荐讨论”就是在考虑网民的讨论兴趣上，选择比较有质量的用户原创帖或热点讨论新闻帖，进行推荐，引导用户对此话题发表意见、看法，形成自己的讨论。

3. 发挥舆论领袖的积极作用

舆论领袖指群体中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他们或者是比同伴更多地接触媒介或消息源，或者同时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意见往往左右周围的人。信息往往先从媒体流向舆论领袖，然后舆论领袖再根据自己对媒体报道的理解向周围的受众传递观点，与媒体报道相比，普通受众更容易相信舆论领袖的观点和意见。

这样的规律在网络论坛上也同样适用。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时，网络论坛上会流行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网友们更需要的是看到有分量、有深度的观点，舆论领袖的意见对网络论坛舆论的形成发挥着导向作用。

舆论领袖能够及时地提出观点和看法，以影响其他网民的观点。如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时，网络论坛常常是通过邀请嘉宾深入探讨问题，对庞杂的舆论进行引导。在出现谣言的时候，澄清谣言的方法也应多利用舆论领袖来澄清谣言。同时，利用舆论领袖的功能，不能仅局限于舆论领袖的自说自话的状态，而要使舆论领袖的意见在网络论坛的互动中达到趋同。网络论坛上的网民们的意见都在短时间内汇集在一起，虽然虚拟空间里群体的压力并不明显，但为了保持人们心理上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的意见总是在互相交流中形成相对集中的情绪方向和意志方向的。而舆论领袖只要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在互动交流中影响和感染其他群体，就能很好地对网络论坛的舆论进行引导。

第一，舆论领袖的甄别。

罗杰斯（C. R. Rogers，1902-1987），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博士、教授、美国应用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总结了测量舆论领袖的四种传统的有效方法。罗杰斯提出的测量舆论领袖的四种方法，包括自我报告法（self-designating/report techniques）、社会计量法（sociometrictechniques）、关键人物访谈法（interviews with keyinformants）和观察法（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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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种传统的方法主要倾向于对现实舆论领袖的筛选，当筛选在网络论坛中进行时，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某种更适合网络交流环境的方法。

虽然目前国内外的传播学研究者大多仍沿用了传统的方法，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新的筛选技术进行了探索。研究者余红在日本学者所创的“影响力扩散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网络论坛舆论领袖筛选模型。”
[15]

 “影响力扩散模型”主要通过提取“词语”的方法来量化测量论坛参与者的活动，余红通过该模型提取出“有影响力的活跃分子”，再借助“正、负响应值”等指标将“舆论领袖”从中筛选出来。本研究认为，聚类分析是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数据挖掘方法，借助“发帖量”、“回复量”、“扩散度”和“认同值”等具体指标可以既简便、又准确地达到筛选目的。
[16]



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的论坛类型和功能设置可能会对指标的选择产生一些影响。因此这也需要管理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监测对象的特征和自身需求，对指标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二，舆论领袖的管理。

在判别舆论领袖后，管理者应当建立数据资料库，对其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观察。在危机情境下，当舆论领袖作为正面的信息提供者出现时，可以较为有效地缓解由信息需求所带来的压力，发挥平息非议、安抚情绪的作用。此外，管理者还可以借助社会网络分析（SNA）等方法绘制出舆论领袖的社会网络结构图，以便对其在群体中的位置、与其他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舆论引导中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进行分析，以协助管理者更好地作出决策和判断。

对于网络论坛中的舆论领袖，可以采用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方式与其进行沟通。此外，还应当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推广网络应用的规范性，并建立起有效的网络舆论安全管理机制。对于具有榜样作用的网络舆论领袖，也要利用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树立典范，鼓励更多网民理性表达自己的意见。

第三，网络论坛舆论领袖的培养。

除了对既有的网络“舆论领袖”进行积极的干预和引导外，培养更多代表社会主义进步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言论的舆论领袖也是建立网络舆论导向的一个可行之道。培养舆论领袖最主要的就是要促成一些论坛的核心成员，如论坛活跃分子、版主、管理员等向舆论领袖转化。对舆论领袖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相对于僵硬的制度、规范来说，通过舆论领袖来引导舆论走向更符合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也更有利于维持网络舆论环境的开放与和谐。

对有成为舆论领袖的成员的地位要加以肯定和突出。对于他们有见地、有代表性的发言，可以通过版主、管理员的权限或论坛的相关机制用醒目的字号和色彩加以强调，放在网页的突出位置——如置顶或置底，还可以被推荐上论坛的首页，以强化主流舆论，孤立不良言论。

4. 强制性规定和网络技术的运用

充分利用控制网络信息的技术和软件。如关键词过滤技术。含有关键词的帖子将被拒绝发表或是该词汇会以“**”或“□□”等符号显示。这一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信息的一种“把关”。当然，这样做有悖于网络论坛的自由、开放的本性，但这是目前维护整个“意见的自由市场”正常、良好运行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同时，应建立网络论坛实时管理体系，高度重视网络论坛上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的信息，适时做好引导工作。

5. 发挥网络评论员的作用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在2004年10月聘用网络评论员，这个新兴群体第一次在媒体上露面并被公众认识。

2005年3月，我国教育部对大学BBS进行清理整顿。南京大学校领导聘请学生作为兼职网络评论员，经费来自学校勤工助学基金。这些网络评论员搜索论坛上的不利信息并且主动用正面观点进行反击。这个项目非常成功。随后的几个月里，江苏省领导开始招聘自己的网络评论员团队。到2007年中期，学校和党组织聘用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已经遍布全国。上海师范大学雇用研究生来监视论坛上出现不同声音和帖子的迹象。不过他们不只是参与争论，也参加一些比较小的一般性讨论。之后，各地大学和地方政府开始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

2007年1月23日，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第38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要求“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我国各大网站和当地政府发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并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的同志”，组成“网络评论员队伍”。

网络评论员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例如，一起交通事故后互联网上出现了网民批评警察的舆论，之后焦作市公安局建立了一套机制来分析公众舆论。警方对网上呼吁事实真相的网民中的120位开展工作，他们渐渐改变了立场，最后转向支持警方并开始抨击最初的帖子。

第二节　网络论坛案例

一、强国论坛

（一）强国论坛的发展

强国论坛的前身是1999年5月9日创办的《人民日报》网络版“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1999年5月8日，美国和北约组织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三人遇难、二十多人受伤、大使馆被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野蛮事件。

消息传来，国人群情激奋，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暴行，《人民日报》网络版新闻网站对此突发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当天上午就开始进行翔实报道。当晚报社领导亲自组织并拍板决定，在曾开设过一段时间后因故暂停办的“体育论坛”的基础上开设“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5月9日下午4时，论坛正式推出，广大“坛友”积极投入，各抒己见，在短短一个月内，论坛的帖子就达到了9万多条，在迅速形成舆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同年6月19日，“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改名为“强国论坛”。“强国论坛”是由中国传统媒体创办的第一个电子时政论坛，目前设有“精华”、“热帖”、“热评”、“推荐”、“深入讨论”和“E政”等板块。其中精华区集中讨论的主题目录有：户籍、医疗、分配、社保改革、反腐风暴、经济杂谈、法治时评、国际风云、海峡两岸、阶层聚焦、党风廉政建设等话题，基本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的重要领域。党政建设、反腐败、台海关系、中美关系等内容是强国论坛经久不衰的重点讨论话题。

目前，强国论坛注册用户达百万人，被誉为网上“最著名的中文论坛”，已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联合早报》，日本《产经新闻》、《朝日新闻》，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英国BBC，德国《世界报》等境外媒体都对“强国论坛”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并视察人民网。胡锦涛同志在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播同广大网民在线交流，他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虽然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可能每天都上网，但我还是抽时间尽量上网。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

（二）强国论坛案例——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等地发生8级强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

人民网从2008年5月12日开始直播，并对地震情况进行实时播报，新闻几乎以每分钟一次的频率发布，不断对汶川大地震的情况及周边受影响城市进行报道。北京、上海、重庆、甘肃、云南、湖南、湖北等地的情况也被迅速发布在网站上，而且是文字、图片、视频同时发布。从当日下午16点17分开始，陆续有网友开始在强国论坛就汶川大地震发帖，截至17点20分，发帖量已经达到700多次，发帖频率不到一分钟。而后截至12日夜间12点前，主帖和跟帖数达到4 078次。帖子的发布量大，回帖量大！截至6月1日，已经达到16.3万多次。其中，与汶川大地震有关的内容占到90%左右。这些帖子内容特别集中在沉痛哀悼、鼓舞士气和积极赈灾这三个方面。其中既有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救助速度和效率的赞扬声——《从温总理身上体会“责任政府”》，也有对救灾过程中个別官员以权谋私行为的担心和批评——《必须把抗震救灾与反腐败紧密结合起来，一些人只要还有点精气神就要贪污挪用，四川人官方要看好捐助的款物》；既有对社会各界积极捐助灾区善举的大力提倡和拥护——《我们应以感恩之心对待国内外援助四川灾区的捐助，善款不论多少都是一份爱心的奉献》，也有对救灾捐款中存在问题的质疑《请问嘉宾，你们为什么不把捐助款使用情况在网上做个全程披露，你们害怕民众监督吗？》；既有对这次大地震中，牺牲自己生命保护孩子的人民教师的称赞——《人民教师张米亚：“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用血肉之躯为他的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正面意见与负面意见，称赞和质疑、批评并存，论坛呈现出一个宽松自由的意见交换场。这正符合网络媒体自身的传播特点，也体现了网络舆论应该多元化的特征。

网络舆论多元化本身并不能引导主流舆论，但它是引导主流舆论的基础。网民在这个环境下通过自由发言、互动讨论，在主动讨论中辨别真伪，自主地形成对焦点事件的认识，并形成共同意见。这个过程是网络舆论具备的特殊能力，也是与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相比最大的优势。

二、天涯社区

（一）天涯社区简介

天涯社区创办于1999年3月，自创立以来，以其开放、包容、充满人文关怀的特色受到了全球华人网民的推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天涯社区已经成为以论坛、部落、博客为基础交流方式，综合提供个人空间、相册、音乐盒子、分类信息、站内消息、虚拟商店、来吧、问答、企业品牌家园等一系列功能服务，并以人文情感为核心的综合性虚拟社区和大型网络社交平台。

根据凯迪网2008年12月23日公布的中文论坛排行榜显示，以人数、信息量、信息质量为指标，天涯社区位居社区类的第一。天涯社区目前拥有300多个公共版块、20多万个博客和超过2 000万注册用户，在Alexa全球网站排名中居120位左右，中文网站排名居25位左右。

天涯社区论坛现在每天有超过20万人同时在线，发帖量达到3万篇，回帖量更是达到150万篇。作为颇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区，近年来，天涯社区在网络公众议程设置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的网络明星和网络焦点话题都诞生于天涯社区，得到了众多主流媒体的密切关注，天涯社区也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公共影响力。

截至2013年12月，天涯社区注册用户超过7 000万，形成了全球华人范围内的线上线下信任交往文化，成为华语圈首席网络事件聚焦平台，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球华人网上家园。

（二）天涯社区案例——“乞丐王子”犀利哥

“乞丐王子”犀利哥一度因其混搭的穿衣风格和强大的气场红遍国内外（见图5-1）。

[image: 127]
图5-1　“犀利哥”



“犀利哥”，江西上饶人，其走红源自蜂鸟网上传的一组照片，以及被网络拍客拍下并传到网上的视频。2010年2月23日，天涯论坛的一篇帖子——《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使“犀利哥”迅速走红，被网友誉为“极品乞丐”、“穷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乞丐王子”等。之后，网民又加以“人肉搜索”，以探求其真实身份。有结果称，“犀利哥”实为宁波街头一名乞丐，由于其复杂身世流落街头。亦有网友对其乞丐身份表示质疑。

纵观天涯社区的这组跟帖，我们可以发现，在由天涯提供的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意见市场里，网友之间充满了不一致性，网民之间的冲突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有以调侃式的言语、游戏式的态度对“犀利哥”评头论足；有用伤痛的笔调关注“犀利哥”背后故事的跟帖；有从自身经验出发就如何救助“犀利哥”的争论。其中，在对“犀利哥”是否该接受政府救助的争论中集中体现了不同利益的角逐。

我们以天涯社区有关“犀利哥”是否该接受政府救助的跟帖为研究样本，从意见分类、跟帖立场以及表达方式三个维度来对其进行内容分析，旨在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找寻出天涯社区网民在意见表达中的特点。

鉴于这部分跟帖集中在2010年3月2日，因此我们选择样本的时间也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并以政府救助为关键词，筛选所得的3月2日有关是否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意见性的跟帖138条。

针对这138条跟帖，我们将其意见分为赞成接受政府救助的赞成帖、反对接受政府救助的反对帖以及没有明确表明态度的中立帖。赞成接受政府救助的跟帖占到跟帖总数的一半之多，有52.17%。在这些赞成意见帖里，内容又有两种倾向：一是分析赞成接受政府救助的理由；二是在表示赞成接受救助的同时要求政府救助机构接受网民的监督。在34.78%的反对意见帖里，网民们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一方面提出反对的理由，另一方面呼吁民间救助组织的出现；态度中立的跟帖仅占总数的13.04%，这些跟帖或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视频，或者是就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态度发表个人评论，内容上没明确表明是赞成救助还是反对。鉴于这部分的跟帖数目很小，这里不作重点分析。

在对是否应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意见帖表达方式的研究中，我们从情绪表达和理性分析两方面来入手分析。具体说来，情绪表达是指那些明显带有情感宣泄的跟帖，理性分析是指那些采用理性的语言来说明观点理由的跟帖，而那些只有观点却没有说明理由的跟帖不在这一部分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在研究后发现，43条理性分析的跟帖全为赞成意见帖，而在61条情绪表达的帖子中，反对意见帖有46条，赞成意见帖有15条。也就是说，情绪表达多见于反对意见帖。

分析这些情绪表达的跟帖，我们发现网民们所依据的反对理由多是由经验得来的。这些经验绝大部分是根据各种媒体的报道以及身边朋友的描述所得到的间接认识，这些间接经验绝大部分并非网民的亲身经历，但这些“江湖传闻”却成为了网民反对“犀利哥”接受政府救助的主要原因所在。理性分析的跟帖多是从“犀利哥”目前最需要解决的衣食以及健康问题出发，综合比较政府救助与民间救助，认为接受政府救助是在“犀利哥”未找到家人之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选择。在面对不同己见的网友的质疑声中，理性分析者也不乏情绪表达的方式。

为何赞成意见大都理性，而反对意见却多数采用情绪表达？我们认为，情绪的表达更多是基于自身对政府以及政府救助的片面认识。“犀利哥事件”体现了网络论坛上的舆论事件发展的可变因素多、想象空间大，参与表达的门槛低等特点，这些都让情绪型舆论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以高强度扩散。

第三节　网络水军

一、网络水军的概念

（一）网络水军：新名词与新职业

水军，本意是海军前称，在中国古代称舟师。而在网上，则指在论坛大量灌水的人员。网络水军，是网络发展衍生出的一种新职业，以注水发帖来获取报酬。网络水军通常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常常需要成百上千个人共同完成，那些临时在网上征集来的发帖人就被叫做“网络水军”。版主把主帖发出去后，获得最广大“网民”的注意，进而营造成一个话题事件，所有网络公关公司都必须雇用大批的人员来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网络水军有专职和兼职之分。

从“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到“小月月”的疯狂蹿红，到“3Q”大战，再到魅族手机被曝上市炒作……事后都有调查证明，这些事件背后有一只操纵网络舆论的手——网络水军。除了利用网络进行炒作外，还有部分网络水军使用了诽谤、诬陷、抹黑等手段，攻击竞争对手、编造轰动事件、混淆公众视听等。

每部热门电视剧、电影上映之时，就有人在网络上发帖招募网络水军，或攻击或赞美。除此之外，要骂一些明星或捧一些明星的时候，也有人在网络上进行招募。在网上发一个骂人帖通常可以获取5角钱的收入；如果能写一篇看上去相对有文化的文章，则可以获得5元~10元不等的报酬。而幕后操控者可能是电视台、制片方的竞争对手，但也不排除制片方的自我炒作。

网络水军在发挥网络营销作用的同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它可以帮助幕后的商业企业，迅速炒作信息并打击竞争对手（网络打手），也可以为新开发、新成立的网络产品（如网站、论坛、网络游戏等）恶意提高人气，吸引网民关注和参与。更有甚者，不少无良的网络水军被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和资本支持，不断在国内各大论坛发布和张贴攻击信息、造谣或挑拨语言，制造网民间的矛盾、进行不可告人的网络文化渗透。

网络水军具有以下特征：（1）零散性：网络水军分散在全国各地，有活干时才聚在一起，完成项目后又分散开；（2）不可控性：网络水军大多是不识身份的网民，大都穿“马甲”和雇主交易，无法掌控；（3）灵活性：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网络水军进行操作。

（二）网络水军的传播机制

网络水军的传播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议程设置。新媒体具有开放、互动、无限信息容量的特点，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当某一事件经过“网络水军”的议程设置后，便很容易成为公众话题。观点和意见在交流、博弈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在“网络水军”的议程设置中，“显著性模式”最常见的就是在大型门户网站论坛、个人博客和百度等主流网站的问答栏目中，不断植入相同的信息，对少数问题突出强调，以引起网民的关注。一般的传播模式是先在网络上大量地发帖造谣，再由“网络水军”在论坛“顶置”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2）信息传播。新媒体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和地位，新媒体信息传播多向、反馈及时、互动性强，网民可以随时发布、复制、粘贴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信息可以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很难阻碍信息的传播。

从用户的角度而言，在新媒体中，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具有自由地接受和表达信息的权利，理论上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在受到“多数意见”所带来的压力时，用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网络水军”便占领了舆论的主场。

二、网络水军的运作

在“网络水军”制造的众多网络事件中，根据其操作类型和运作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表现形式。

（一）制造话题，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贾君鹏事件”

“贾君鹏事件”是指2009年7月16日发生的空帖莫名爆红现象。当日百度贴吧的“魔兽世界吧”中，一篇题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无内容帖被回复75万多次，该帖名称旋即成为中国大陆网络流行语，贾君鹏这个真实身份不明的人物也随之走红网络，并引发众多后续评论和效应。

7月16日10点59分，IP地址为“222.94.255.*”的网友发表了第一个题目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过了3分钟“贾君鹏”在帖子中第6楼出现，并说不回去吃饭，但网友发现此账号注册时间为11点02分，还是个后注册ID，在后来回帖中贾家“亲友”几乎倾巢而出。还有不少网民借题发挥，衍生出各类二次创作，如将这一句话制作成各类恶搞图片，或是将其翻译成各国文字，甚至为贾君鹏以文言立传。截至第三天上午7点48分，用电脑在此帖发言，会显示回帖数已达到上限，此时点击数为7 818 740，回帖数为302 259，但仍可以通过手机回帖，数量仍在上升。

该帖在贴吧曾几度被删，但经过网民申诉均得以恢复。最后贴吧管理员亦认识到该帖的影响力，7月17日及18日，贾君鹏帖分别以“一句回家吃饭引发的狂欢”和“回家吃饭引爆玩家寂寞”为题登上百度贴吧首页头条，首页套用当时网络流行语称：“回家吃饭？其实，吃的是寂寞。”

随着这一现象的出现，贾君鹏这个身份不明的名字便迅速在网上走红，“回家吃饭”也成为了新的网络流行语。这又是一个百度贴吧里的网络迷因现象。不少商家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商业价值，有商家推出了相关的文化衫，还有的将其嵌入广告语中，借以促销。

7月30日后，陆续有更多的策划公司公开“认领”贾君鹏。北京某传媒公司经理在博客声称贾君鹏事件乃是该公司一手策划，为某游戏（即《魔兽世界》）造势，共动用营销人员800余人，收入达“6位数”。

“网络水军”通过制造公众话题、跟帖回复、炒作造势等手段使某个人物或事件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成为广大受众热议的焦点，使之影响力和知名度飙升。正是由于它们符合当下社会文化的某些特点，或恶俗，或讽刺搞笑，或标新立异，使得这些人物和现象在现实中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产生了强大的传播效果。

（二）消费性产品的推广——“王老吉事件”

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统计，我国2010年网络公关业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绝大多数公司均涉足该服务领域，入榜的40家（公关）公司中有14家公司的网络公关业务规模超过1 00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度增加5家），其中7家公司超过3 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支付给公关公司的费用，根据不同的需求和项目而不同。一般情况下，公关公司抽取60%，而众多网络水军分食40%。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生产王老吉凉茶的加多宝公司向灾区捐款一亿元。接下来的几天里，几乎各大网站和社区都能看见《让王老吉从中国的货架上消失！封杀它！》等帖子。发帖者所指的“封杀”其实是要表达“买光超市的王老吉！今后只喝王老吉”的意思。正话反说产生的强烈反差刺激了无数网友跟帖留言。简单的几句文字却很有煽动力，不但导致了网友疯狂的转载，更直接鼓动起了网民对于王老吉的购买热情。于是王老吉凉茶在多个城市的终端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王老吉凉茶是源自广东的著名凉茶，于清朝道光年间（约1828年）由广东鹤山人王泽邦所创。传说王泽邦本以务农为生，当时地方瘟疫流行，他偕同妻儿上山避疫，途中巧遇一道士传授药方，王泽邦依照药方煮茶，帮助百姓治病。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皇帝在听闻民间有“王老吉凉茶”防疾治病了得后，召王泽邦入宫制备凉茶供文武百官作清凉饮料，获广泛好评。半年后王被赐封为太医令，并获银五百两，在内务府总管大臣陪同下荣归故里，轰动羊城。翌年在广州十三行路靖远街（今靖远路）开设了“王老吉凉茶铺”，专营水碗凉茶。之所以得名“王老吉”，是因为王泽邦乳名阿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老吉凉茶归入国有企业。

1986年6月，王老吉凉茶商标重新注册。1992年，广药集团推出盒装“王老吉”和罐装“王老吉”凉茶，重新启用了这一商标。

2005年，鸿道旗下加多宝公司使用“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广告语，对王老吉凉茶的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加多宝公司在2003年投入1亿多元广告后，红罐王老吉销量激增，年销售额增长近400%，从1亿多元猛增至6亿元人民币，2004年则突破10亿元。同年，广药集团的绿盒装王老吉凉茶的销售额仅为8 000万元。在红罐王老吉的拉动之下，2007年，绿盒王老吉销售额达到7.1亿。2008年，红罐王老吉的销售额突破100亿元。2002年至2009年连续8年间，王老吉凉茶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6%。2007年至2009年，红罐王老吉连续三年在我国罐装饮料市场销量第一。到2010年，王老吉销售额增加到150亿元。随着红罐王老吉年销量跳跃式增长，广药集团的绿盒王老吉借着加多宝重金铺就的美誉和渠道轻松取得市场份额。2011年，绿盒王老吉的销售额也已接近20亿元。

2011年4月11日，加多宝公司在北京发布声明，称广药集团并没有取得王老吉粥类产品的商标许可。由于其外形为红色包装，与红罐王老吉包装相似。加多宝认为，广药集团授权广粮集团生产王老吉固元粥、王老吉莲子绿豆爽等产品的举措侵权了其包装及装潢权。加多宝公司也谴责广药集团借王老吉商标跨越饮料行业甚至是跨越食品行业进行盲目多元化发展，不符合王老吉专注凉茶生产的品牌内涵，也背离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权威性指导。广药集团也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关于“王老吉”商标的仲裁申请。2012年5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出仲裁结果，认为之前有效的合同于2010年5月2日过期，因而加多宝公司在此日期后已无权使用“王老吉”商标。

自2011年起，加多宝公司出品的红罐王老吉逐步改名，2011年至2012年5月的红罐产品印着“加多宝出品王老吉”，2012年5月之后彻底改名为“加多宝”，并在各种广告中宣传“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已改名加多宝”，“不再使用过去十七年沿用的商标”，“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2013年1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加多宝公司立即停止使用“王老吉改名为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或与之意思相同、相近似的广告语进行广告宣传的行为，因为法院认为这可能存在“虚假宣传”。

2013年2月4日，加多宝公司在其微博上连发四条主题为“对不起”的自嘲系列文案，并在上面配以幼儿哭泣的图片，引发上万网友转发，被称为“对不起体”。当天傍晚，广药集团王老吉也发出样式相同的“没关系”的回应，事后广药集团王老吉澄清并不是其所为，而是网友恶搞。之后，“对不起体”红遍网络，其中，网友“哇-林芬”代可口可乐以相同形式恶搞了“都怪我”系列，而网友“鞋骨”则代百事可乐做了“少得意”系列。广告图中哭泣的小宝宝让很多网友对加多宝公司的遭遇倍感同情。加多宝方面或希望用网络营销为自己达到“未赢官司，先赢民心”的效果。实际上，加多宝公司的这种营销或已经赢得消费者的心。

（三）删帖——“三鹿奶粉事件”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是我国的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事件起因是很多婴儿在食用了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后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三鹿奶粉中被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该事件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件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含有三聚氰胺。该事件亦重创中国制造商品信誉，多个国家开始禁止进口中国乳制品。9月24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表示，牛奶事件已得到控制，9月14日以后新生产的酸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主要品种的液态奶样本的抽样检测中均未检出三聚氰胺。2010年9月，中国多地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若在2010年9月30日前上缴2008年的问题奶粉，不处罚。2011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仍有七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

当网络上出现对客户不利的负面信息，并且已经危及客户的利益时，一些专门删帖的公司就会发挥作用。他们可以一夜之间让帖子销声匿迹。一般来说，正规删帖流程是由当事方向网站客服提出申请，并递交证明，经网站客服审核通过后，通知内容编辑负责人，最后由网站编辑根据指令删帖。而这个正规的删帖流程是不用花任何费用的。然而上网搜索会发现，关于某些企业的负面信息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多是网络删帖公司从中做了手脚。除正常删帖业务外，目前也有个别删帖公司会故意在网上发出负面帖子，然后以各种形式告诉当事方，暗示对方给钱就能删帖，“一边发帖，一边删帖”。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公司就是运用了网络删帖的手段使广大消费者看不到事件的真相。在事件被揭露出来的前几个月，三鹿奶粉导致婴幼儿结石的消息就已经开始在网上出现，但是很快就被屏蔽乃至封锁。事后经查明，原三鹿公司雇用了网络公关公司来为其删除负面消息，这样就使毒奶粉得以更久地在市面招摇，受害面积因此而持续扩大，救治时机一再延误。最终，一个民族品牌轰然倒下。

（四）网络刷票

网络投票被认为是一种最能体现民意和公共参与的快捷方式。一些评选活动开始采用网上投票的方式，希望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和广泛性来聆听广大网民的真实心声。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网络投票活动都出现了“网络水军”的身影。

在网络水军中专门有“网络打手”。只要接到指令，成千上万的网络打手就会针对同一个话题在论坛、博客上使用各种片面、偏激而具有扰乱视听功能的文字来诋毁竞争对手。一些想要提高流量的网站也会有网络打手去同类型的博客网站留言攻击，以期待将流量引入他们的网站。网络打手通常以谩骂、诽谤为主，语言多数比较夸张。网络打手通过不断发帖、跟帖，造成群体效应，并最终引导社会舆论。

三、网络水军的治理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网络水军涉嫌操控舆论，绑架民意，已经危害到社会，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

网络信息的传播特性促成了网络水军的诞生，他们使互联网更加热闹，但热闹的背后是欺骗、陷阱和对民意的绑架。从2008的“‘封杀’王老吉营销策划方案”到猫扑的“虐猫女事件”再到蒙牛“陷害门事件”，可以说，网络水军已经触碰到法律的底线，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反思，那么该如何对其进行治理呢？

此外，不少网络水军行为实质上是网络诽谤，应该依法受到处置。而且网络水军规模的扩大，正使得网络诽谤日益呈现出职业化的特征。

首先，网络诽谤职业化。随着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的兴起和风靡，一些网络公关公司开始沦为“网络打手”，他们大量招聘网络水军，按照客户需求，通过网络打手QQ群等方式，组织网络打手或发帖吹捧客户及其产品，或密集发帖诋毁他人名誉。特别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建立的“代骂网站”更使得网络诽谤日益呈现出职业性的特征。

其次，网络诽谤集群化。网络诽谤内容的无限复制和延展基于网络传播的无限复制性和延展性，使得网络诽谤信息不再受时空条件的束缚而得以无限延展，这也就导致网络诽谤行为的危害性被无限放大。与利用传统媒介实施的诽谤行为相比，网络水军使参与网络诽谤的受害人数量极大增加，成千上万的网络水军在网络空间中对被害人进行肆意的发帖诽谤，已成为导致网络诽谤社会危害性扩大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网络水军危害社会，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需要治理。201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回应网络水军问题时说：“‘网络水军’危害社会、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确实需要治理。”这是我国官方首次对网络水军问题进行公开回应。关于网络水军的治理，一些业内人士提出，对于那些罔顾新闻道德、纵容网络推手，为网络推手的活动提供温床的网站，必须进行严肃处理。对于一些易被网络推手所利用的网络传播形式，要及时进行研究，加强监管。网站作为网络精神食粮的提供者，更应该加强行业自律，主动行动起来，与网络推手划清界限，禁止网络推手渗透到网络编辑、论坛版主等岗位上来。

我们认为：

第一，网络水军需要综合治理。

网络水军的治理要明确治理对象是“水军”而非“网络”。一旦出现恶性营销事件，要调查治理的不只是网络公关公司，还有各大论坛的版主、编辑、管理员和网络监管人员，因为他们往往是“被公关”的对象，否则在网络编辑眼中“裸奔”的网络水军不可能肆无忌惮。

第二，依法惩治违法的网络水军。

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而精准的法律法规来治理“网络水灾”，但也并非无法可依，可以根据灾情的具体内容，借鉴相关法律法规。

不少网络水军的行为实质上是网络诽谤。无论是散布虚假信息或恶意谣言的“水军”，还是他们背后的网络公关“推手”，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如果在网上诋毁、诽谤竞争对手，虚假宣传或恶意攻击其产品，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企业还有权利继续追加经济损失赔偿。无中生有，诽谤、侮辱人格的，按照《侵权责任法》，受害者可以追究民事责任中的精神损失赔偿，最高达10万元。

第三，普及网络实名制的效果有限。

网络水军泛滥，不少人归咎于在网上匿名发言，一个人频繁更换马甲，难以监管，由此建议，在微博、QQ群、论坛等网络互动空间普及实名制，能有效“治水”。其实，普及网络实名制，对治理网络水军的效果有限。实名制可以杜绝一个网民化身千百个“马甲”重复发帖“灌水”，却无法阻止成千上万个网民受经济利益驱动，受雇于网络推手，有目的地“灌水”。

我们调研了国内一家主要“水军”网站的负责人。他坦言，自己的业务不受实名制影响，因为绝大多数“水军”属于兼职，“有偿灌水”是上班族的业余消遣。言下之意，网站已经招募到了足够数量的实名“水军”，即便不依靠“一人多马甲”，照样“水漫论坛”。


第六章　博客与微博

博客和微博是社会媒体网络的一部分，具有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重特点。

博客的英语是Blog，为Web Log的混成词。海外华人通常译作网志、部落格，是一种由个人管理、不定期张贴新的文章、图片、音频或视频的网页或联机日记，用来抒发情感或分享信息。博客上的文章通常根据张贴时间，以倒序方式由新到旧排列。许多博客作者专注评论特定的课题或新闻，其他则作为个人日记。一个典型的博客结合了文字、图像、其他博客或网站的超链接，以及其他与主题相关的媒体。能够让读者以互动的方式留下意见，是许多博客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的博客内容以文字为主，也有一些博客专注在艺术、摄影、视频、音乐、播客等各种主题。

微博的英语是microblogging或microblog，又称微博客，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微博客的代表性网站是Twitter和新浪微博。微博与传统的博客不同，其文件（如文本、音频或者视频）容量通常比传统的博客小。许多微博在一个面对面水平上提供短的评论或者关于公司的份额新闻：产品和服务。

第一节　博客

博客的历史在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网络交流、沟通形式，博客的发展大受网友的青睐。

1998年1月17日深夜，美国博主德拉吉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被认为是最早的、成功的政治博客，在大约整整半年的时间内，引领着美国的政治议程。这在新闻史上创下了一个个人网站长时间设定社会焦点话题，并使传统主流媒体蒙羞的先例。

2001年的“9·11事件”，是博客发展的分水岭。正是这场恐怖袭击，使人们对生命的脆弱，人与人沟通的重要，以及最实时、最有效地信息传递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可以说，对“9·11事件”最真实、最生动的描述存在于那些幸存者的博客日志中，而不是在《纽约时报》；对事情最深刻的反思与讨论，很多亦出自博客。

在这两大事件之后，博客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队伍迅速壮大。博客力量的日益壮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主流网络媒体纷纷开始吸引博客加盟，以免落伍，企业界开始把博客方式引入企业内部网和公司网站。

自2002年起，方兴东等人开始在中国大力推广blog，他们将blog翻译成“博客”，并创建了国内第一家较有规模的专业博客网站——“博客中国”。

博客真正进入寻常百姓的视线、进入媒体的版面主要源于两个人和由其引起的事件：王吉鹏和互联网反黄事件、木子美和性爱日记事件。

王吉鹏曾经在教育部办公厅工作，2001年开始自主创业，2003年入主中国博客网，是中国博客网的创始人之一。著有《王吉鹏快意恩仇录》、《觉醒：东北》、《盛大：成功之谜》三本畅销书籍。他还曾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采访。

木子美，本名李丽，“木子美”是其网名，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木子美于2001年通过互联网在其个人网络日志上发布其性爱日记《遗情书》，在道德、法律范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也因此，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形式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知名度，并得到后来迅速的推广。她本人则因其博客内容而受到社会各方压力。

王吉鹏在2003年6月18日发出其挑战三大门户网站批评网络色情的文章《网站CEO的下一个称呼》，木子美在同年6月19日发出个人性爱传记《遗情书》。此后，博客和网络色情批评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风暴眼，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竞相报道。在这股冲击波的强力推动下，不仅王吉鹏和木子美迅即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博客，更使博客这种新的网络传播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所关注。

一、博客的概念

博客是英文Blogger的音译。Blog是Weblog的简称，即Web和Log的组合词，Weblog就是在网络上的一种流水记录形式，简称“网络日志”。Blogger或Weblogger，是指习惯于日常记录并使用Weblog工具的人，国内普遍翻译成“博客”。事实上，博客不仅指使用Weblog的人，也可以指提供Weblog的服务或工具。一般将人们在网络上利用博客工具，创建博客网站，写网络日志的现象称为博客现象。

博客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频繁更新、简短明了以及个性化。它更规范更明晰的形式界定是：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而且一般是倒序方式，也就是最新的放在最上面，最旧的放在最下面；网页主体内容由不断更新的、个性化的众多“帖子”组成；内容可以是各种主题、各种外观布局和各种写作风格，但是文章内容必须以“超链接”作为重要的表达方式。

从技术层面上讲，博客就是个人主页或个人网站。创建个人主页或个人网站，通常需要注册一个独立的个人域名，需要一个IP地址，需要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由独立的服务器提供，也可以许多个人主页共享一个服务器的空间，服务器还要有操作系统、底层数据库等。但是，博客不需要单独注册域名，利用泛域名解析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系统可以自动生成与服务商域名同根的二级域名。博客主页和其他主要页面都利用服务商提供的现成模板即可，不需要博客创建者自己设计。也无须考虑操作系统、底层数据库设置等技术问题。因此，博客更简单。博客不需要注册域名，不需要自己设计制作页面，甚至不需要花钱租赁空间，因此它的花费更少，理论上可以做到零成本。也正因为如此，博客才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二、博客的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因为社会环境、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的制约，而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情境说各种不同的话。人们习惯了带着各种面具说话和办事，而更多地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思想隐藏起来或只在自己的私人领域表达。

博客则不同，它提供了一个没有束缚的空间，也提供了个人言说现实性超越的可能：网络的虚拟性使个人可以隐匿自我的真实身份，无障碍地表达心中的真实思想与感受；网络的开放性使个人可以随时传播自己的文章、作品与观点，并且瞬间传遍全球；网络的互动性使个人可以方便地与人交流、沟通与互动。

博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个人拥有、个人写作、个人发表与个人管理。个人可以在博客上自由地言说与评论。博客同时也是开放的和社会化的，它作为一种传媒工具，意味着个人空间直接变成了公共领域，个人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和制约完全消散于无形。开放的博客群体应该是多元的、宽容的，能够容纳异质性的。

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 hkeit，英语public sphere），是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相对，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此外，出版物、产品以及发明方法在未受到专利或著作权保护的情况下，亦属于公共领域。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此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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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网络舆论。在中国，“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这一新闻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之后，我国政府颁发新法规，废除了被广泛认为是有弊端漏洞的收容遣送制度。

博客在国外出现之初，就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社会价值。麦特·德拉吉在披露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时就被传统的新闻界认为“不准确、不道德”。

1994年5月，曾在小石城的州长质量管理会议担任登记员的葆拉·科尔宾·琼斯起诉克林顿总统于1991年5月18日把她召到旅馆房间进行“性骚扰”，并提出索赔70万美元。1998年1月23日，“琼斯性骚扰案”中证人、白宫前实习员莫妮卡·莱温斯基被指控与克林顿有染。克林顿则否认与莱温斯基有任何关系。同年1月28日，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授权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调查莱温斯基同克林顿总统的关系。4月1日，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法官苏珊·韦伯·赖特否决了琼斯在性骚扰诉讼中提出的一切指控，但指出克林顿不能因行政官员豁免权而免于接受调查。8月17日，克林顿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他和莱温斯基有“不适当”的关系，并承认他和莱温斯基的关系是错误的，他对此将承担全部责任。但他强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要求任何人撒谎、隐藏和销毁证据或做任何其他违法的事情”。9月9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结束了调查，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445页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报告和36箱附件。

但博客最终以其对事实的追求与对真相的披露，赢得了不同寻常的公信力。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博客报道客观中立，找回了主流媒体在战争中失去的中立原则；2002年，博客披露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的种族主义言论，导致洛特被迫辞职。

博客具有共享性。用博客方式产生的知识，以共享方式扩散。每个博客有固定的网址，所有网民都可以通过这个网址阅读文章，类似公开的记事本，使个人资源共享达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博客具有互动性。博客以留言的方式进行交流，传者和受者可以实时互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者。博客打破了传统媒体中的单向传播方式，信息的发出者也可以是接收者，具有双重性。这种互动性可以调动人们积极参与的愿望，实现一些在现实中不能参与的交流。

博客具有大众化特征。在技术层面，博客满足了“四零”（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零形式）条件，将最简单实用的形式免费提供给使用者，人们只需选择简单的模板，就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博客。

博客具有娱乐性。许多博客出于自娱自乐而创作，并非完全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写作源于内心冲动，强调感性的社会特质，是一种自由体验式的写作。博客文章没有文体限制，没有字数、质量要求。博客同时具备记者、编辑和出版者三种身份，实时写作、自我校验。

博客具有草根性。在互联网开放性的背后又存在着“精英化”的倾向，即黑客、政府机构和其他技术精英构成的实体，凭借其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拥有某种范围的控制力。博客是一种超级简单的个人网页工具。成为一名博客，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没有任何新技术，不需要注册域名，不需要租用服务器空间，不需要许多软件工具，不需要许多网页制作知识。博客是一种傻瓜式的工具，就如同人们拿到纸和笔就可以写、画一样。

三、博客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西方国家出现了大批作为业余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博客”。在博客发展过程中，克林顿“拉链门事件”、“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几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1998年1月17日，德拉吉的博客网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报道“克林顿绯闻”的地方；2000年“9·11事件”爆发后，以戴富·温纳斯的Scrip ting News为代表的个人博客网站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博客作为新媒介的出现影响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并对既有的传播学理论产生影响，而由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把关人”是大众传播媒介内部的工作人员。因为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要经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过滤或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所以他们便是信息传播的“把关人”。“把关人”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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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提出的。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1947）一文中，首先提出“把关”（gatekeeping）一词。“把关人”既可以指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也可以指媒介组织。

在传播学中，“把关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把关人”这一概念，现在已得到大众传播学者的普遍承认，“把关人”的作用、性质也随之成为大众传播学的重要课题。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把关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传播媒介是全社会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从传媒内部来看，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把关人”；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来看，在新闻信息的提供、采集、写作、编辑和报道的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把关人”，其中，编辑对新闻信息的取舍是最重要的。

“把关人”的把关行为可以分为疏导与抑制。前者是指“把关人”准予某些新闻信息流通的行为，后者则是指禁止一些新闻信息流通或将其暂时搁置的行为。

由于新媒体的匿名性，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布自己认为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是传统媒体未予披露的新闻内幕，也可以是传统媒体众多信息的集纳甚至个人生活的所见所闻等，这使得过去大众传媒组织所特有的“把关”特权开始为广大的公众享有。因此在网络时代，“把关人”机制出现了缺失。尤其是近些年来博客和微博的大量涌现更是如此。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者，无论是特定的社会集团还是媒介组织或媒介工作者，都是传播的主体，是传播行为的发起者，是通过发出的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他们始终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信息的内容、流向、流量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对于“精英”们传达的信息，广大的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

博客的零技术门槛，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随意地参与到新闻生产中。虽然博客无法和大众传媒的力量相比，但是，他们作为新闻信息的补充来源，作为新闻信息的再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在新闻生产环节中的独特价值。这就使草根博客可以不受“把关人”的限制而大规模迅速普及。因此，有人提出了“市民新闻学”或“公民新闻学”的概念。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一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今天Web 2.0时代的到来而兴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信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简单地说，“公民新闻”是指从新闻的采访、写作到最后的编辑发布，都不假手于专业记者或编辑，是完全由“读者”自己采写的新闻，而这些读者则被称为公民记者。

“公民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的一种颠覆，它代表了“新闻媒体3.0”（1.0是指传统媒体或说旧媒体，2.0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媒体或叫跨媒体，而3.0就是以博客为趋势的个人媒体或者叫自媒体）。全世界第一位公民记者当属1998年在其个人博客中对克林顿“拉链门事件”曝光的美国人德拉吉。

四、博客存在的问题

博客给传统道德带来了一系列冲击：虚拟性弱化了道德规范，信息多元化导致道德信念的迷失，匿名性导致了道德人格的异化。博客作为一种弘扬个性的新媒体方式，其主要目的应该是发掘个人的社会价值，拓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充分发挥网络的知识价值，追求健康、个性和平民精神。但是，博客对传统道德的弱化、迷失、异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博客仍存在很大局限性，无法替代传统主流媒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博客仍然需要主流媒体，其提供的信息需要核实

博客的发展离不开主流媒体。不少博客内容并非原创，而是把传统媒体的消息转发或链接在博客空间里。传统媒体还为博客提供了批判的靶子，离开了报纸和广播电视，博客便失去了其批判对象，很多以挑战传统媒体为己任的博客将不复存在。

尽管博客在及时性、目击性、多元化，甚至在某些领域的专业性上具有优势，但是在新闻专业素养方面，博客仍远远不及主流媒体。博客只是碰巧报道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新闻记者。

（二）受众（用户）面仍有局限

尽管博客增长迅速，但其受众面与已经发展数十年的传统媒体相比仍然较小。即使是最有影响的博客日志，阅读的人数仍然相对很少。在美国，有调查显示，排名最靠前的博客也只占网络浏览量的0.0051%。博客只适合较小的群体进行互动，数量在几百人最适宜。博客的点击浏览量一旦很大，就不可能与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同时对话互动了，那么博客就与广播电视无异，从而丧失了它互动的优势。

总之，博客与专业媒体是互补关系。

第二节　微博

微博，即微博客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国际上最早、影响力最大的微博是美国的Twitter；国内微博市场份额最大的是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1月15日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的微博用户大幅增加，在2012年年底达到3.09亿，占总网民人数的54.7%。其中，手机微博用户2.02亿，约为总体微博用户的三分之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1月17日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 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但是，2013年，微博、社交网站及论坛等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均下降，而类似即时通信等以社交元素为基础的平台应用发展稳定。从具体数字分析，2013年微博用户规模下降2 783万人，使用率降低9.2个百分点。而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较2012年底增长6 440万，使用率高达86.2%，继续保持第一的地位。微博受到了微信的巨大冲击。

一、微博的发展

（一）Twitter的发展

第一家提供移动社交网站和微博服务的公司是创建于2006年的美国公司Twitter。

Twitter（中文称为“推特”）是一个社交网络和一个微博客服务器，它可以让用户更新不超过140个字符的消息，这些消息也被称作“推文”（Tweet）。Twitter是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个网站之一。截至2012年3月，Twitter共有1.4亿活跃用户，这些用户每天会发表约3.4亿条推文。Twitter每天还会处理约16亿的网络搜索请求。

Twitter的创建理念源于从事播客服务的Odeo公司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会上，杰克·多尔西（首任Twitter董事长）受短信群发服务“TXTMob”的启发，提出将短信群发服务引入到网络中的构想，增加传统博客的移动性，让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更新博客。

在英文字典中，Twitter的释义有二：一为“简短、细琐、突然迸发的信息”；二为“小鸟的啁啾”，从而形象地展现了Twitter的特性并同时赋予产品美好的视觉想象。Twitter的成功与其巧妙营销手段分不开。2007年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outh by Southwest Festival，简称SXSW）是Twitter的成功触点。SXSW是在美国美国乡村音乐的中心——得克萨斯州州府奥斯汀每年春天举办的音乐节，这是美国最大的音乐节之一。在这一年的音乐节上，Twitter将两块60英寸的等离子显示屏放置在音乐大厅的走廊，上面展示的是Twitter的短信息。来参加音乐节的人们用Twitter记录彼此的联系方式，有些人还在博客上对其进行介绍和赞赏。在主题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者们也提到这项新服务，认为这项服务“既像即时通信，又像博客，甚至还有点发送一连串电报的感觉”。在这次庆祝活动上人们对Twitter的反应大都叫好，仅节日期间，Twitter的日发帖量就从2万剧增至6万。

下图是Twitter的一个页面，可以看出人们在Twitter上交流的多为日常生活经历（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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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Twitter页面



微博从诞生之初起，就秉持了跨平台数据互动交流的理念。

Twitter的成功较大部分有赖于其开放API。网站提供开放平台的API后，可以吸引一些第三方的开发人员在该平台上开发商业应用，平台提供商可以获得更多的流量与市场份额，第三方开发者不需要庞大的硬件与技术投资就可以轻松快捷的创业，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第三方应用扩大Twitter原有的功能，让Twitter更好用，从而极大丰富了Twitter平台自身的功用和乐趣，现在，Twit￣ter有超过一半的流量都是来自第三方API（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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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Twitter支持的输入、输出界面



随着Twitter的OpenAPI发布数量不断增加，运营过程中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开放API的巨大的访问量引起了Twitter种种性能问题，使得Twitter的稳定性大为降低，为了支持大量的外部API，Twitter宕机频繁，是几乎所有Twitter用户都遇到过的现象。

截至2012年7月1日，Twitter网站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5.17亿，而且70%以上的流量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在Alexa的全球站点排名中，Twitter也稳定在前十名的位置（2013年3月数据）。

（二）国内微博的发展

饭否网是我国第一个提供类Twitter微博服务的网站。该网站创建于2007年5月，到2009年上半年，饭否网的注册用户数从年初的30万左右激增到了百万级别，其中不乏陈丹青、梁文道等各界名流，这使得饭否网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遗憾的是，2009年下半年，饭否网由于内容监管的问题被有关部门关闭，如日中天的国内首个微博类站点戛然而止。尽管该网站在一年多之后又恢复服务，但彼时，新浪、腾讯等商业门户推出的微博服务已经抢占了大部分用户，饭否网的影响力难再重现。

目前，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几家微博网站均由传统门户网站主导创建，被公认为影响力最大的是新浪微博（创建于2009年8月，用户数量超过4.24亿，日均活跃用户4 230万），而用户数量最大的是腾讯微博（创建于2010年4月，用户数量超过5.4亿，日均活跃用户数超1亿）。其他还有搜狐微博和网易微博以及各个专业化网站推出的专业化微博服务，如财经类网站和讯网的和讯微博。

之前饭否网被强制关闭的事实已经说明，微博的内容不同于以往互联网应用中的用户生成内容。一条微博的内容虽然不到140个字，但是上亿网友的“合声”却威力巨大，这些看似碎片化的声音，足以对现实舆论造成强大影响。

与Twitter网友大部分时间都在分享“生活新鲜事”不同，由于现实舆论环境的逼仄，微博在我国从诞生开始，就肩负着“网络公共空间”的重任，人们期待微博能够在介入公共事务这一点上较之以往的互联网应用更进一步。

事实上，在2009年之后，微博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作用有目共睹：“宜黄拆迁案”中，当事人钟如九通过微博一呼百应；舟曲泥石流灾害后，微博志愿者纷纷集结；“7·23动车追尾事件”中，微博上质疑声如潮；“郭美美事件”后，红十字会声誉在微博上首先坍塌……有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微博用户将微博作为获取新闻的重要平台，而且超过六成用户明确表示微博上的新闻真实可信。

人们通过微博获取信息并随之爆发的舆论能量，足以直接改变公共事件的进度和方向。以在微博上发端的“郭美美事件”为例，自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baby”的“炫富微博”受到关注开始，一周时间之内，新浪微博关于“郭美美”的微博数量即暴增至53万条，随后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事件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都引发轩然大波。虽然北京市公安局与中国红十字会纷纷出面辟谣，但仍然没能阻止该事件带来的现实影响：自“郭美美事件”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全国当年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份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月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而作为事件当事一方的中国红十字会，2011年接收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量的3.4%，同比减少了59.39%。

除了颠覆人们的新闻获取方式，搭建人们响应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阵地之外，微博还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新平台。民间自助精神在微博上得以发扬光大，而这正是公民社会的核心特质。在微博上，微博打拐活动发动所有人参与“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免费午餐”接受民间捐款让山区小学生受益、“老兵回家”、“大爱清尘”等众多公益项目都直接在微博上创建并发展。这些“微公益”项目不像突发公共事件那样，会引发轰轰烈烈的舆论风暴，但这也是社会舆论利用微博平台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

可以说，微博的出现已经取代了之前网络论坛的舆论主阵地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互联网舆论的深度和广度。

二、微博的优势

微博有不少优点，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简单易用

微博的内容组成只是由简单的只言片语组成，对用户的技术要求门槛很低。用户可以通过手机、PC等方式来即时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

（二）及时性强

微博网站即时通讯功能强，可以通过QQ和MSN直接书写，在没有电脑的地方，只要有手机也可以即时更新内容。一些大的突发事件或引起全球关注的大事，如果有微博客在场，就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在微博上发表，其实时性、现场感及快捷性高。移动终端提供的便利性和多媒体化，使微博用户体验的黏性越来越强。

（三）主动性强

只要轻点“follow”，即表示用户愿意接受某位用户的即时更新信息；对于商业推广、明星效应的传播更有价值；维护人际关系。

（四）发布平台的开放性与多样性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IM软件（gtalk、MSN、QQ、Skype）和外部API接口等途径向微博发布消息。

三、微博对新闻行业的影响

（一）微博成为重要的消息来源

因为微博支持多界面的信息输入和输出，尤其是它与手机的结合，使得微博成为一种重要的消息来源。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中，微博在信息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人们也把这次运动称为“Twitter革命”。

2009年6月12日，竞选连任的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数字，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了大约62%的选票，其主要竞选对手——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的得票率为近34%。

但是穆萨维认为选举存在严重舞弊，要求重新选举。从6月13日凌晨开始，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和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由于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因而示威群众大多身穿绿衣或者佩戴绿色丝带、头巾等，并挥舞绿旗，因而被称为“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是自伊朗革命以来最严重的骚动，同时，这次运动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微博技术的广泛应用。由于伊朗政府进行信息管制，封锁和驱逐媒体，导致伊朗国内局势不能及时传递出去，但是伊朗民众顶风利用新兴的网络工具，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代理服务器，将示威和政府镇压的实况报道出去。所以很多人也称这次运动为“Twitter革命”。

伊朗“绿色革命”是在重大政治事件中，正常采访途径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利用微博获取新闻信息的典型案例。

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等的限制，新闻记者有时候也不能及时获得消息，比如在太空探索中，记者要对宇航员进行采访要克服较多的条件制约，要经过的程序也很多。而利用微博来和宇航员进行沟通，就能获得更多的一手讯息。2009年5月，宇航员迈克·马斯米诺利用Twitter发送哈勃太空望远镜修护的过程，就是Twitter首次在太空中应用。

此外，越来越多的用户在Twitter上发布所亲历的突发事件。

2009年1月，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与飞鸟相撞，被迫降在哈德逊河上。在媒体到达现场前，前往营救的船只中，一位乘客詹尼斯·克伦穆斯拍下了乘客疏散撤离的情景并发送到Twitter上。

2008年，《新科学》（New Scientist
 ）曾经指出，在紧急情况下，Twitter在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要大于传统媒体和政府提供的紧急服务。比如，在2007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火中，一些Twitter的用户每隔数分钟就发布即时信息使亲朋好友得知自己的状况以及现场大火的情况。美国红十字机构也开始使用Twitter来发布当地险情和相关数据和方位。2009年4月，美国政府机构也用Twitter发布H1N1流感病例数据。

2008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系研究生詹姆斯·巴克和他的翻译因为拍摄了埃及当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而被捕。在前往警察局的路上，巴克用他的手机发送了“Arrested”（被捕）一词到Twitter上。他的Twitter上的48位追随者立即得知情况，之后联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和多家媒体机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他聘请了律师，第二天巴克获释。

以上的案例都说明，新媒体时代的记者，如果忽视微博，就等于丧失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更等于在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行业中失去竞争力。

（二）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重大新闻事件发展

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微博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闻工作者对这股力量也不应忽视。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诞生了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与此同时，他也被称为首位“互联网总统”。奥巴马十分重视互联网，他自己在大选中就是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如Twitter）的受益者。他的竞选团队创建了一个社交网络来增进奥巴马在网络的影响力，并充分利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会化新媒体，充分塑造了奥巴马Web 2.0一代的形象，为他拉得不少选票。善于学习的奥巴马则通过自己在网络上的营销鲜明地树立起清新、年轻、锐意进取的候选人形象，这拉近了他与选民的距离，使他更具亲和力和竞争力。

在竞选中，奥巴马非常重视微博的沟通交流功能。其实，奥巴马的竞争对手希拉里也在Twitter上建立了个人主页，但是，希拉里仅仅把Twitter当做单向信息发布平台，而不是交流工具。

奥巴马的Twitter有专人维护，并不会主动追随任何人，而一旦有人加为奥巴马的追随者，他就会把那位追随者加为好友。当这些好友发表一些关于奥巴马的言论时，奥巴马的Twitter会主动回复，这拉近了他与普通选民的距离。

不过，奥巴马本人并不使用Twitter。2009年11月，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的对话中，在回答一个关于在中国使用Twitter的问题时，奥巴马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Twitter，但我是新技术的倡导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12年12月12日报道，在谷歌公布2012年度全球热门搜索关键字排行榜后，Twitter也公布了2012年关注热点的排行榜，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胜利后，在Twitter上发布的“再干4年”言论被评为最热推文。

由此可见，微博使名人与普通人的零距离、感性接触成为现实。传统的网络传播方式，如电邮、博客等，虽然也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方式，但是，电邮私人性较强，而且这种信息反馈方式往往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博客里，受众的反馈意见只能跟在博客写作者更新的内容之后，而且博客主人在自己的博客里享有控制权，比如，他可以决定保留或删除哪些回复、回答哪些回复，这种控制权导致博客主人与其回复者间存在着较大的地位落差。

作为一种社交网络，微博围绕着追随者的理念进化发展，某一用户选择了他所追随的微博作者，该作者的更新就会以逆时序出现在该用户的主页上。追随者追随一个人并不需要双方的相互确认，而且追随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手机等，即时获知被追随者的更新情况。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一个追随者和被追随者之间可以看做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信息得以从微博支持的各种沟通渠道传递。从信息数量看，微博使得从被追随者流向追随者的信息量增加；从信息内容看，微博上名人的信息更加日常化，更能满足追随者对名人全方位了解的欲望，甚至满足他们一定程度的“偷窥欲”；从信息流向看，微博里，信息的传递方式是互动的、双向性的。

（三）微博是媒介组织传播产品的新方式

短小精悍的特点使得微博也成为实时新闻的重要来源。新闻机构开始使用微博发送重大新闻的链接，发布头条，以及简短网址（URL）。

新闻媒介组织还可以利用微博发现潜在受众。在微博里，如果一组节点相互间的联系要比与节点外的联系明显密切得多，那么我们可以笼统地把它称作一个“群落”，这些群落常常是因共同的兴趣而形成。用户在某一群落的行为可能与其进入另一群落的行为很不相同。比如，在某一群落里，他可能是活跃的信息源，而在另一个群落里，他扮演的却是信息搜寻者的角色。

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通过确定一些社群来实现新闻产品的定点传播。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某群人之间的交流频率非常高，他们交谈的关键词可能包括工作、Xbox、电子游戏等。他们探讨着共同的兴趣——电玩，同时也会在微博上分享个人感受和经历。那么新闻机构就可以将收集到的关于电玩的最新信息发送给他们。

2009年4月30日，Twitter对其界面进行改版，增加了搜索栏以及热门话题。热门话题是人们在帖子里讨论最多的短语，短语会进行实时更新。由此，微博将具备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除了让人们得到关于自己社交圈或者所关注的圈子的消息之外，还可以向人们展示整个网络最受人关注的焦点。网络和手机的无缝连接，使人们得以及时感知外部世界的整体状况。

（四）微博与媒介组织的网络口碑营销

口碑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对某一事物的评价。目前学术界的“口碑”（word of mouth）一词源于传播学，由于被市场营销广泛的应用，所以就有了口碑营销。传统的口碑营销是指企业通过亲朋好友的相互交流将自己的产品信息或者品牌传播开来。不少企业家发现，产品拥有一个良好的口碑，会产生更大的利润价值。口碑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信度高，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口碑传播都发生在朋友、亲戚、同事、同学等关系较为密切的群体之间，在口碑传播过程之前，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相对于纯粹的广告、促销、公关、商家推荐、家装公司推荐等而言，口碑传播的可信度要更高。在国内，晴点点公关认为，口碑营销是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口碑营销被业内人士称为“病毒式营销”，营销人士敖春华认为这是因为其传播的影响力大。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人员开始研究和使用基于社会化媒体，如微博、SNS等的口碑营销。

微博可被用来提供产品信息，或者把潜在顾客吸引到公司网站或者博客上。一些公司雇用商业情报机构监控微博上关于自己产品和竞争对手产品的信息。对于自己公司或者产品的追随者，可以实行精确营销。企业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投票、调查工具等获得实时反馈。

利用微博监控工具，公司还可以跟踪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产生不良评价的用户，及时介入解决问题，化解尚处于酝酿期的企业危机。

新闻媒介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有其明确的企业目标：出卖新闻产品赢取利润。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无论是想保持优势地位抑或维持生存，都必须靠有利的企业形象。微博作为网络口碑的重要传播方式，对于企业形象的树立和维护，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五）微博在媒介组织机构内的应用

微博有望成为一种新的组织内沟通媒介。在过去几年里，随着远程办公的发展，组织内传播由传统的面对面传播，转向越来越依赖利用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的在线网络传播。随着企业扁平化管理、精简裁员等所带来的工作压力的增大，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虽然便利，却可能会对工作造成干扰，因此一些公司明令禁止在办公时间使用即时通信工具。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在微博上发布近况，微博可能成为媒介组织内员工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以满足组织成员的信息需求以及社交、情感需求。在信息需求方面，媒介组织成员间可以分享有用的机会信息，交流职业心路历程，共建及维护共同的利益基础等；在情感需求方面，微博可以通过展示工作以外的多彩生活，共享生活体验，从而成为媒介组织内部公众的情感纽带。

四、微博与公共领域

自从互联网进入Web 2.0时代后，人们关于“互联网能否构建中国的公共领域”这一话题的讨论越发激烈，尤其在现实舆论空间受到制约时，人们普遍将构建公共领域的一线希望投向互联网。在微博作为网络舆论的新阵地出现之后，这类论断更是层出不穷，笔者通过百度搜索“微博公共领域”，出现的网页多达千万量级。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研究人员将微博理所当然地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如郑燕的《网民的自由与边界——关于微博公共领域中言论自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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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晓梅的《微博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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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公共领域”最先由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提出，随后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词。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学者查德威克指出，公共领域的构建至少要满足六个条件：（1）摆脱国家和经济权力而自治；（2）推理而不是断言；（3）自反性；（4）理想的角色扮演；（5）真诚；（6）无层次的融入与平等。

按照查德威克给出的条件，我们以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新浪微博为例，依次考察微博是否满足公共领域的构建条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微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可以窥见微博作为网络舆论载体的优势与弊端。

第一，新浪微博隶属于新浪网，新浪网虽然是独立的商业公司，但是在内容上，仍然受制于对口管理部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管理。在经济权力方面，微博更是免不了受到海量商业信息的侵蚀，一方面来自试图以微博为平台第三方的商业营销机构，另一方面新浪自身也在寻求微博的盈利模式，这些商业因素的影响，都使得微博难以摆脱经济权力的影响。当然，与以往的互联网应用相比，微博在这一点上已经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微博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来自于用户，“把关人”效应被削弱，被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所过滤的内容较之前大大减少。

第二，公共领域推崇基于逻辑的推理辩论而不是单纯基于情感的断言，但在微博上，一部分是由于字数的限制使得逻辑推理很难展开，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感性的断言更能赢得“粉丝”，因此，微博上多是没有逻辑支撑的只言片语、饱含情感诉求的义正词严。以著名的“方寒之争”为例，论战话题最初指向“韩寒的文学作品是否为代笔”这一具备公共性质的内容，随着事态的发展，两位当事人的拥趸逐渐开始攻击对方，最后，即使是两位当事人也开始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基于理性的严肃网络论战转而成为“方寒”二人的对错甚至是人品之争，最后无果而终。正是“单纯基于情感的断言”泛滥于微博，因而直接导致了后来方舟子在新浪微博的出走。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新浪微博人气最高的10位微博主人中，无一例外全是娱乐圈明星，大量的内容是关于日常琐碎的生活状态和娱乐化信息，而这些内容对于公共领域的构建几无作用。

第三，所谓自反性，查德威克意指参与者必须批判地反思他们的文化价值、思想、利益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以及大的社会环境对他们已有观点的影响。因为这涉及参与者个人的公共意识，很难考察微博作为一个应用平台能为这种公共意识带来多大的改变。但是作为技术形态本身，微博与以往技术不同的是，它第一次使用了“关注”的功能，也就是说，只要参与者关注了一个人的微博，这个人的观点和信息就会主动推送到关注者的页面。而一般来讲，参与者更乐于关注与自身观点相同的观点，这是参与者寻求认同感的重要途径。这些大同小异的声音叠加起来，增加了自反性在微博平台形成的难度。另一方面，并不排除参与者会主动倾听来自异议者的声音，微博也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参与平台。

第四，理想的角色扮演是指参与者必须试图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争论。这就要求持有不同观点的对话者承诺恭敬地互相听取意见。与第三个条件相同的是，这同样涉及参与者个人的公共意识，作为平台的微博只能视参与者不同而加速或减缓这种公共意识的发育。

第五，每个参与者必须作出真诚的努力去使人们知道所有的信息，只是在微博的带动下，原本的不真诚者已经很难将关乎公共事务的信息隐匿，从这一点上来看，微博的信息搜索功能客观上推动了不真诚者的“真诚化”。

第六，是对参与层次的界定，公共领域要求的是“无层次的融入与平等”，在其中，每一个正在讨论议题的人，应尽可能地在参与协商中保持权利平等。微博让每一个普通网民都有了发声通道，理论上谁都可以拥有上千万关注者，这较以往的互联网应用前进了一大步，但还远远未能完成这一过程。事实上，传统的意见领袖在微博中依旧存在，江西抚州爆炸案中的钱明奇作案前就曾在微博上呼吁意见领袖们关注自己的悲惨遭遇，但应之者寥寥无几，微博求助失败的钱明奇最终采取了极端方式才赢得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现实中既有的“话语权差距”在微博上被放大，“看似高效率的公众意见决议，其本质是冒进的群体非理性因素在作祟——打着顺应公共舆论大旗的‘伪公共舆论’”。

此外，作为公共舆论载体的微博，由于基本没有限制性门槛，网民在微博平台的信息发布随意性极强。这也导致在微博平台上，谣言与流言滋生、暴力与色情等限制性内容广泛传播的现象存在。这不仅不利于微博舆论的合理合法，也容易产生诱导犯罪、毒害未成年人等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在已经出现的互联网应用当中，微博最靠近公共领域的定义。但我们依次考察后发现，微博还没有走完公共领域构建的全程，这一方面受制于国内整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关乎微博作为公共舆论载体形态的未完成性。微博依旧只能算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的完全构建，还有待于下一代互联网产品的出现。

五、微博与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在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海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

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发现，民主社会天然地易于促成个人主义的形成，并将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扩散。托克维尔的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使他享有世界声誉。其上卷的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下卷分四个部分，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

凯斯·R·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开篇即生动地描述了“个人日报（daily me）”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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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剧增，我们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随意选择我们关注的话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报纸和杂志，每个人都拥有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个人日报”的可能。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会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当个人长期禁锢在自己所建构的信息茧房中，久而久之，使个人生活呈现一种定式化、程序化。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中，沉浸在“个人日报”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在桑斯坦看来，网络信息时代在带来更多资讯和选择、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实也蕴藏着对民主的破坏。从信息茧房的个人表征方面观察，可以发现，信息茧房以“个人日报”的形式彰显。

微博过滤掉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和人，有可能会导致其使用者被分化为越来越小的、与社会其他部分没有什么共同点的兴趣群体。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但是也有人认为，通过微博中人们话题的实时更新，为使用微博的人打开了一扇关注外部社会的便捷窗口，将减缓“信息茧房”效应。

六、微博的冷思考

作为博客之后的一种新型媒介形态，微博的诞生也引发了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针对目前的“微博热”现象，学界都是持正面的态度，甚至大唱赞歌。有人认为其带来了Web 3.0时代的春天，有人认为微博客的出现对于新媒体的发展是一次巨大的跃迁，在微博客上真正实现了Web 2.0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及时互动。

我们认为，微博的社会意义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促进企业营销，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是，微博亦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检索了有关微博的学术论文，竟找不到一篇全面深入分析微博存在问题的文献。我们研究发现，微博已经度过了其发展高峰，以下不足正制约其发展。

（一）发布信息随意性强，真实性没有保障。

微博上信息的传播，没有传播学中的所说的“把关人”，微博信息均未经核实，网民发布信息随意性强，真实性没有保障。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微博事件”，如“郭美美事件”等进一步凸显了微博信息可信度低的问题。

有人热烈地颂赞微博以140字的“微内容”带来了“微革命”，但是对于微博上个人发表的声音与意见，其真实性依然难以得到确认。在自我表达的同时，每一种言论仍然面临着失范的危险。微博进一步催生了大众的书写与表达的欲望，但是这种书写是零碎的与片段式的，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琐碎性和无标题等特征，短短几十字一览无余。微博上的信息是用户自己发布的，具有私密性与公开性，这些没有经过认证筛选的信息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秩序。

微博用户发布信息时所处的环境往往充满着不确定性与随意性。这直接导致了微博用户在发布信息时往往处于一种蜻蜓点水般地一带而过，很少去深思熟虑。加上微博网站对用户的发布状态没有过多的限制与要求，因此用户表达会更加随意，这种状态往往导致用户的表达缺乏节制。

微博流言的盛行及广泛传播深深阻碍了它作为时代记录者的公正角色。这意味着在微博中找寻有价值的新闻点不仅如同大海捞针，而且即使在杂乱无章的各类庞杂信息中找到了有价值的新闻，也未必就能确定它的真实性。这就更进一步导致了原本内容碎片化的微博信息在形式上更加碎片化。

“僵尸粉”的大量存在，使网民对微博网站或频道、知名微博主产生了信任危机。据《北京日报》报道，有网民选取了新浪10位名人微博作为统计对象，发现他们的粉丝中“僵尸粉”约占17%，其中直指李开复的粉丝中有近百万为“僵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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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尸粉”指极度不活跃的用户，多是被人注册来增加粉丝数或制造垃圾微博的账户。界定标准有三条：已注销的用户、粉丝数低于五个、微博数低于五条。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条，就可认定为“僵尸粉”。

2011年4月，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先后宣称其用户数量为1.4亿、1.6亿，然而，貌似巨大的用户数有多少是“僵尸粉”？不少微博网站、微博频道还自动生成的“僵尸粉”。目的在于增加自己的用户总量，依靠自动生成“僵尸粉”来获得更漂亮的数据。

（二）微博具有草根性，实质是娱乐化平台

由于每条微博限定在140个字以内，必然导致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一方面，单条微博信息十分有限，但是微博信息总体上却又具有海量性，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造就微博的草根性和娱乐性。在微博上，140字的限制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访问量最高的微博都是娱乐明星，微博实质是娱乐化平台。如姚晨的微博曾排名全球排名第三，中文排名第一。如果一些未经核实的事件被网民盲目转发，极容易误导社会造成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集体娱乐。

微博甚至已经成为娱乐圈的“微观江湖”，不少微博过于关注甚至有意暴露个人隐私，尤其是艺人的隐私。作为一种公共传播的私人媒介，微小的个人事件特别是名人的个人生活、情感事件都可能会被微博用户加以曝光。

（三）微博已经成为商业炒作的工具

通过炒作提升人气，制造虚假商业新闻，已经是微博的常态。

作为一种网络沟通方式，微博有别于传统的网络售，它反映了公司与客户之间沟通方式的多元化，增加了公司与客户群体之间相互了解的可能。由于微博用户登录采取匿名制，微博信息又处在实时更新状态，再加上其真实性难以考证，微博网站也就最终成为虚假信息的制造工厂和传播源。而网络平台上以秒为单位不断刷新的海量信息中，难免存在一些别有动机的人在故意歪曲事实。

微博营销存在着很多缺憾。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粉丝量才能保证传播效果的达成，因为人气是微博营销的基石。其次，由于微博里新内容更新几乎是无时无刻，所以如果发布的信息没有及时的被粉丝关注，就很有可能被湮没在浩瀚的海量信息中。最后，一条微博信息往往只有几十个字，传播力非常有限。所以其信息仅限于在微博平台传播，很难像博客文章那样，被大量转载。因此微博营销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炒作，只有通过商业化炒作，微博才能达到期营销的目的。

（四）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

微博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且更新博文。但是由于发布者的思想倾向和在获取信息时可能出现误差，微博这个舆论先锋极有可能在发布正确信息的同时，传播许多不精准的消息，甚至是虚假信息。一些微博用户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还会借网民之名，打着正义的旗号，造谣生事，煽动网民，甚至不惜采用散布黄赌毒信息、制造虚假新闻、披露隐私、发布不良智力游戏等方式吸引网民的参与或者诱惑和拉拢未成年人以提升其微博的传播力。与此同时，微博谣言传播行为也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法律监管和社会监督。同时微博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使其比传统媒体更具严重信息不对称，隐蔽了微博的责任缺失。

基于微博自身的快捷分享、传播功能更是为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微博成为虚假信息的发源地与集散地。微博传播是一个交谈双方不断建构话语文本与解构话语文本的过程。传播过程中信源模糊，遇到敏感事件，网民往往又没有足够的批判力，很可能会导致谣言的传播。谣言的传播一旦失控，其引发的后果将难以预料。

在2009伊朗骚乱、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中，Twitter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原因固然很多，政府腐化和经济危机是主因。但是，“茉莉花革命”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的进步往往在政治事件中扮演催化作用，当网络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人们很容易会想起早期伊斯兰革命中的录音磁带，以及伊朗大选骚乱中的Twitter和手机媒体。

许多人将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的“茉莉花革命”归功于互联网，尤其是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媒体和公民媒体。新媒体在埃及革命中成为汇聚抗议力量的重要工具。它有效地放大了反对派的力量与声音，促使骚乱横扫全国。尽管，穆巴拉克随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立即屏蔽了这两个网站，切断全国的互联网及移动通信；但是，与突尼斯发生的情况一样，一切都已经太晚。

（五）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微博网站，独立核算都是亏损的。Twitter用户的增长速度虽然令人吃惊，但是Twitter在2010年的收入只有4 500万美元，仍然处于亏损状态。其收入主要来源是即时信息开放以供谷歌、微软必应等搜索引擎做即时消息搜索。

国内微博目前盈利方式主要有：“免费+广告营销”，即免费供网民使用，向企业收营销费用。此外，一些微博网站通过加粉丝、转发博文、评论和炒作话题等方式获取一定的收益。认证是提升微博关注度的方法，不少微博网站的认证渠道不够透明。这时候就有很多人提供付费认证服务，他们通常是通过“内部”关系来完成认证，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但是，中国的微博网站或微博频道，独立核算都是亏损的。

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是当下中国微博发展的一个瓶颈。微博也缺乏一个作为营销平台的入口。虽然当下关于草根微博赚钱的金点子层出不穷，但是在当下的所有微博网站中，还没有一个是盈利的，大多数微博网站仍然停留在跑马圈地的时代。一方面，微博比较零散，微博客界面较混乱，其信息的碎片化程度较高，对于营销传播的技巧要求也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微博信息的可信性较弱，这些都决定了在微博上投放广告，可能难以获得持久性的关注，或者靠提供信息获得资费非常困难。因为客户群体从微博上难以获得具有较大吸引力的服务体验。

（六）管理的困境

由于微博用户和信息的海量性、无国界性，要对微博进行有效管理十分困难。面对微博带来的风险环境，我国的微博网站在疏导风险层面目前可以把重点放在加快塑造微博用户道德上，以便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具体来说，首先要增强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教育。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微博用户的甄别能力过弱，必然造成信息传播的失实、夸大甚至整个社会转轨的失序，成为所爆发社会风险的导火索。增强微博的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微博的治理结构，提升国家、公民社会对微博的监管水平，更要调整国家与微博、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

在微博“打拐事件”中，面对网民通过细微之力集成的浩荡声势，对拐卖儿童现象进行声讨，有人开始质疑是否侵犯未成年任的隐私权和肖像权，有人则担心伤害乞讨者的尊严。更有甚者指出，此举恐将迫使不法分子对乞讨儿童实施二次伤害以避人耳目。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网民应该是理智清醒的监督者，他们不该也无法成为冲锋在前的侦案警察。此次风波的最大作用其实只是发出预警，除了寄希望于职能部门引起足够重视之外，更是希望能在微博上引起对渐趋沉沦的社会道德伦理的反思。

技术上的监管也是遏制微博色情、诈骗信息的重要手段。不过，目前我国关于微博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这使政府或相关执法部门在面对具体的微博问题时，往往无法可循。然而，是否需要单独给微博立法，或立法监管微博是否有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巨大的争议。

毕竟，微博的用户、粉丝数、微博信息量都可谓是海量，实名制在微博管理中事实上难以推行。加上互联网没有国界，对微博的监管，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中国“微博实名制”新规于2011年12月16日由北京市率先推行。

微博实名制的优点在于：提供了更好的说话环境，让网民发言更负责任；能够限制网站或商业公司设立虚假微博户头，通过制造“僵尸粉”来冲人气，骗取广告转发费。

但是，有人认为：这将影响微博的舆论监督功能，而且，“微博实名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也不强。

总之，微博已经度过了其发展高峰。根据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埃弗雷特·罗杰斯教授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微博已经走过了知晓、劝服、决定、确定四个阶段，正步入下降阶段。

第三节　微博舆论分析

我们将借助微博平台形成和传播的新媒体舆论称为微博舆论。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微博迅速发展成为互联网中最受关注的网络传播平台。微博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交流、交往的技术平台，有着鲜明的与以往传播工具、传播平台不同的特点。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它凭借着其即时性、草根性、零准入限制、强交互性、弱控制性以及裂变式的传播方式等诸多优势，逐渐成为网友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首选工具。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7·23动车追尾事故”，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对于此事的相关讨论各自达到了3亿多条，共计近7亿条信息，对官方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2011年7月23日晚上8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瓯江特大桥上，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由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D301次四节车厢从桥上坠下。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 371.65万元。国务院事故调查专家组的调查结果颠覆了铁道部认为信号技术存在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并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事故形成的主因。这起事故是中国高速铁路第一次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也是全球高速铁路（广义上时速超过200公里）继1998年6月3日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之后发生的第二起重大伤亡事故。根据公布的名单，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至少19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搜救行动是否过早结束、恢复通车是否过急、坠地的后车车头被迅速掩埋、政府控制媒体和司法系统以及越早签订赔偿协议得到更多赔偿等问题使铁道部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

微博是一种特殊网络媒体形式，在网络舆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微博舆情是一种特殊的网络舆情形态。微博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在网络舆情的产生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放大了网络舆情的影响力。

人们出于各种需求和目的而使用微博。微博用户主要通过“加关注”的方式来形成大大小小的交际圈，每个微博用户既有自己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别人的关注对象，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交际圈中处于中心位置，并且也是别人交际圈的组成部分。在各个交际圈内主要进行这样几项活动：信息发布、信息评论和信息转发。当有人通过微博爆料重大新闻或敏感信息时，马上会引起本交际圈内其他用户的围观和评论，继而他们将该信息转发扩散到自己的交际圈内，这便是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在发挥作用。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使该新闻或信息得以迅速传播，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该事件逐渐升级为微博突发事件，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针对该事件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情绪、意见和态度，微博舆情便就此形成。

一、微博舆论的特点

（一）微博舆论构建速度快

舆论传播具有即时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和手机客户端业务的普及，微博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WAP、MSN、QQ等即时聊天工具随时随地发布和接收信息。互联网和无线终端结合，用户可以随时保持移动在线状态。140字以内的低门槛写作方式更适合普通大众，用户不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复杂的创作编排，发布的内容只要涉及日常生活的点滴即可。

这种即时的信息发布功能打破了传统博客受限于传播工具、版面、文字表达能力的局面，推进了社会事件的传播进程。微博以关注和“评论+转发”的形式构建起了这个世界的“纽带”，为人们建立起了无限连接的即时立体传播系统。

微博舆论形成的快速性和不可控性，对各级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经常出现网民借助微博平台对突发事件进行同步直播，如“7·23动车追尾事故”等。

在微博舆论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传播者和受众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由起初的单向传播、双向传播转向当前的互动传播。主导意见生成传播的主体是网民。他们自组织化的传播群体集合了众多的新闻源、传播渠道和受众，成为在某些机制规约下有序进行的传媒社会，网民设置的议程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大。

微博作为舆论传播的客体，意见在生成传播的过程中由分散化流变逐渐融合统一，甚至会出现新的分化或异变，直至最后衰落。微博舆论的演变过程可以归结为“个人意见-领袖表态-整合分化-专家引导-分化衰落”五个阶段。

微博具有传播迅捷性和传播效应的裂变性。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线状传播和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形成了链状、环状、树状相结合的传播结构，实现了舆论的裂变式传播。其独有的“信息聚合-临界点-信息裂变”传播形式，在一条信息发布后，经过种种联系产生了许多切入点和信息种类，这种裂变式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迅捷和广泛。

（二）微博舆论议程设置的自主性

1968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针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作为总结，他们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即公众通过媒介来知晓事件或问题，并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换言之，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关系。

由于麦库姆斯和肖的推动，目前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涵盖了不同的理论范畴，并跨越地域和政治的限制，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议程设置研究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重大影响，互联网使传统媒体失去了对新闻“议程设置”的全面“垄断”。越来越多在传统媒体不能及时报道的突发事件，尤其是特大和重大突发事件，在网络时代却总是首先被网民公之于众。这些爆料的消息大多来源于突发事件的当事者、现场围观者、主动爆料的知情者和锲而不舍的社会关切者。在网络新媒体时代，突发事件信息第一发布者很可能既不是相关政府部门，也不是新闻媒体，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微博传播具有议程设置的自主性。微博上“把关人”的角色被最大程度地弱化，因此微博舆情意见表达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微博舆情具有更强的交互性。微博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体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众多新闻事件体现了这一趋势，例如，网民王凯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的现场照片，短时间内被数千名微博网友转发；山西尘肺病矿工钟光伟用手机发布700多条微博讲述维权遭遇……这些微博内容都曾经引起传统媒体议程互动。

微博议程设置实质上是不同主体对于议题核心观点的解读和传播，议程设置的主体由单一逐渐走向多元，议题来源也从由上至下转变为平行、纵横相交错。议题的设置过程中又体现了“丛林法则”，当焦点的事件、焦点的发言自发形成后，滤去了媒体“把关人”的环节，用户在转发和评论中，各种观点碰撞在一起，并相互磨合，深刻的观点会由其他微博传播者以评论或深度讨论的方式在微博传播结构图谱中不断置顶，不为其他传播者接受的观点将会在竞争中淘汰、湮没，就像丛林中的树木，树林中总有一棵树长得最高大、最能吸收阳光，而有的树木因为吸收不到阳光而死亡。

所谓“丛林法则”，是指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它包括两个基本属性：一是自然属性，二是社会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受大自然的客观影响，不受人性、社会性的因素影响。自然界中的资源有限，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最多。自然属性一般体现在植物界，而社会属性一般体现在动物界。人作为高等动物，可以改变丛林法则的自然属性。这也是人类社会要遵守的生存法则。大到国家间、政权间的竞争，小到企业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都要遵循丛林法则，至于竞争结果，那就看各自的实力、智慧、手段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了。

在微博上，观点推出后，某些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或知情者的网民所发布的揭露社会现象、挖掘社会问题的帖子，常常成为网络舆论的源头。话题对共同兴趣者的吸附，有益于共同兴趣者彼此交流，互相促进，建立群体感，逐渐成为网民视野中的重要议题，经过转载、评论等环节，形成二级或多级传播过程，也引发了议题的交叉传播。

2010年年初，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将落于番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的消息，从官方渠道正式传出。很快，在华南碧桂园、丽江花园、南国奥园、锦绣香江等多个大型楼盘业主论坛上，“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帖子受到了业主们的支持。对于规划在家门口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多数业主都表示坚决抵制，并对该项目选址于楼盘众多的居民区的做法表示质疑。丽江花园等小区论坛上的网友认为，二[image: 001]
 英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除了剧毒之外，二[image: 001]
 英之 所以可怕还因为它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属于持久性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而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置人于死地。有业主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想到了搬家。不少业主认为，当初选择到番禺居住就是觉得这边空气新鲜、环境安静，如果建发电厂，空气污染将会很严重，她不得不考虑搬家。

在广州垃圾处理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主要是该议程顺应了民心，城市垃圾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百姓最关心的议题。

微博舆论的自主选择机制在议程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力量，能在第一时间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提升到社会共同关注的层面，把握议题选择的主动权。微博日益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对传统媒体和社会大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不过，微博的诸多传播优势同时也给微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微博上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而管理者无力辨别，更难以清除，因此微博容易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恶意炒作、扰乱社会秩序的工具。有些谣言经过了散布者的精心编排和包装，广大微博用户根本无法辨别真假，他们利用微博用户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特点，很容易制造微博舆情，特别是一些涉及民生、腐败、民族矛盾、弱势群体利益侵犯、明星绯闻等话题的谣言，微博用户往往会群情激昂而不去追究消息的真假，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帮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达成目的。

（三）微博舆论的草根性和广泛性

微博的草根性可从三个角度看：一是微博的注册形式简单，通过邮箱就可完成注册；二是微博的操作简便易学，对没有互联网基础的人来说也不困难；三是微博发布的信息短小精悍，却影响巨大。以往的舆情可能只是官方一家或数家之言，今后，人们可通过微博自由传播、平等传播、实时传播、互动传播等方式，更民主地参与舆论的发布和监督，人们更方便快捷地接近完全对立交叉的多种版本和意见，更快捷地接近真相，甚至造成舆论声势，引导舆论方向，参与最终决策。

微博言论具有平民化的特征，微内容更多的是体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海量的信息符合人性的逻辑结构，其内容有自己关注的新闻时事、各类资讯，还可以展现自己的心情、观点，体现了个体活生生的生存状态。传播者之间透过微博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所以传播的范围更广，加上人们自主的情感的影响，让舆论监督的力度更具有人性的特点，微内容的价值含量决定了其传播深度和广度，对社会非公平正义的监督，在舆论传播中价值日益凸显。

作为自媒体的代表，微博赋予了草根群体全新的话语权。在微博对公共事务的传播中，在众多的互联网围观、舆情进程中，“意见领袖”有了新的特点。

微博舆论传播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微博传播模糊了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激发了普通大众创作和表达的欲望，让公众从“旁观者”转变成“当事人”，形成“人人即媒体”的格局。

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网络内容生产过程。

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 1.0）时代，今天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Web 2.0）时代，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参与、权级平等地共同创造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共同生产信息。

Web 2.0兴起后，Wikipedia（维基百科）、Flickr、Blogger等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去中心化的，任何参与者均可提交内容，网民共同进行内容协同创作或贡献，为互联网生产或贡献内容更加简便、更加多元化，从而提升了网民参与贡献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内容的门槛。最终每一个网民都成为了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使互联网更加扁平，内容生产更加多元化。

微博的独特性和分众传播的优势，一方面契合了现代社会信息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节约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信息传播者的传播方式和接受习惯，甚至引领着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的潮流。微博传播中平等观念进一步提升。只要受到足够关注，任何人都可以是中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严肃、权威的面孔不同，微博因去中心化的特点颇具亲和力。微博提供了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它打破权威，鼓励创新，张扬个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众传媒的传播空隙，降低了传播的成本和门槛，使精英阶层的话语权下移，彰显了其草根性与平民化的传播个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注意是指人类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注意的基本功能是对信息进行选择。面对大量的信息，人要正常地工作和生活，就必须选择重要的信息，排除无关的信息。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人的动机、需要、情绪、情感等因素都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当传播内容能够满足人们的动机和需要，并能够带来愉悦的心理和生理体验时，人们的注意力就会指向和集中到这些内容上来。由于个体的动机和需要不尽相同，于是就有了分众传播的必要。

微博舆论具有多样化和碎片化特点。微博区别于博客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其“微”。微博之微在浓缩信息内容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的数量，而数量的增加也让信息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碎片化。在微博中，由于微博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潜在舆论监督议题发酵的速度更快。一则看似不起眼的微博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成为舆论监督的焦点。

“碎片化”一词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不少人将“碎片化”理解为一种“多元化”，而碎片化在传播本质上的整个社会碎片化或者说多元化的一个体现。

（四）微博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与蒲公英效应

虽然微博上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征，表面上看来，意见领袖的声音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用户是在一个相对宽松和分散的环境下传播信息，但是这并不代表微博信息对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没有作用。

相反，在微博传播的环境中，意见领袖既维持了一定的权威性，也表现出一定的亲和力，改变了传统环境中公众仰望意见领袖的局面。微博强化了分散信息的组合和集中，微博上的意见领袖除了具有网络媒体的特征外，还具有信息传播的蒲公英效应，即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一个社会热点事件中成为意见领袖。

蒲公英效应形容投资和创业公司即使失败也不会就此消失，其中的人才会像蒲公英一样随风到处飘荡，然后落在合适的土地，再生根发芽。信息也像被吹开的蒲公英，向不同的方向扩散，最后会去适应用户的需求，落到最合适的土地上。

在整个生物界，人类有最广泛的社交圈。一个人的社交圈人数最多可以达到150人。但是手机、电脑、飞机等通信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给了人们扩展社交圈的手段和途径，人们社交关系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150人。

在微博上进行信息传播，利用用户自身关系链的影响可辐射到更多的受众。在社交化媒体出现之前，以往的信息传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都是单向而一步即止的。社会化媒体的关系链打通了人际传播的快捷渠道，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转发按钮就可以把信息分享到朋友面前。

而这其中，微博的弱关系链将蒲公英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微博的关系链较为开放，信息依托关系链传播，而不会被关系链封闭住，用户能很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同时，平等的话语权与用户喜爱自我表达的特性，使得A信息经过转发加之用户不同视角的评论逐渐变成A+B信息、A+C信息甚至完全没想到的E信息。

当意见领袖发布一个话题时，这个话题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向外界散播出去，将信息先后辐射到各个角落，以达到增强意见领袖影响力的作用。如果某个议题遇到合适的土壤，能引起他人的兴趣，他人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功能，自主地选择评论、转发出去，而他的粉丝也会看到这个议题和评论。只要议题受到足够的评议和讨论，这个循环就会一直持续延伸，关注的人数越多，舆论所生长的土壤越肥沃，效果越好。被转发的微博又会形成裂变式的传播过程，使话题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而最早发布话题的人所要表达的信息和观点，也传达到了世界的角落，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如果话题传递出去，没有遇到合适的土壤，即话题不能引起粉丝和其他用户的关注，就会在信息中掩埋、消亡。

戴丽娜认为当前我国的微博舆论领袖主要由以下几类人群组成：一是学者和自由撰稿人，以郎咸平、于建嵘、李承鹏、方舟子、张鸣等为代表，该类舆论领袖兼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粉丝对其的认同度较高；二是企业家，以马云、李开复等为代表，该类舆论领袖活跃度较高，但在特定事件中的影响力并不明显，话题通常不涉及政治等敏感领域；三是媒体人，以芮成钢、闾丘露薇等为代表，该类舆论领袖对社会公共议题抱有强烈关注度和持续性的参与意愿；四是文体界明星，以姚晨、蔡康永等为代表，该类群体人数众多，且粉丝数量巨大，相对来说对公共议题介入度较低；五是维权律师，以许志永、斯伟江等为代表，该类人群与部分公共事件当事人一起，通过网络舆论将维权等公众诉求加以传播，极大地增强了维权等行动的生命力。
[23]



戴丽娜还将新浪微博平台的具体功能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相结合，构建了一个舆论领袖识别的指标体系（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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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新浪）微博舆论领袖评判指标体系



（五）微博舆论中理性与非理性并存

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有自信与勇气，遇事不慌，能够全面了解和总结，并尽快分析后恰当地使用多种方案中的一种去操作或处理，达到事件需要的效果。理性是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反之就是非理性）。理性的意义在于对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却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负责。

理性意思和感性相对。它要求处理问题时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做事情不凭感觉。

在哲学中，理性是指人类运用理智的能力。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后，以推理推导出结论的这种思考方式。

但是，现实社会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体。在人的精神属性中，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理性因素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基本特征，人类的理性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总体来讲，“人类”的理性具有绝对性。然而，人虽然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但是思维和理性绝非是人的全部，人是社会关系中的知、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非理性因素与人相伴相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个体”的非理性又具有相对性。

人作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体的特征，在微博舆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微博舆论在演变过程中，容易出现情绪化、煽动性和破坏性大、个体性和误导性强等问题。

部分网民的评论存在过于随便、不够文明，甚至出现言语攻击的情况。这种评论所占比例很高，情感色彩过于暴露，体现了部分网民在思考问题时的情绪化、非理性。

网民的媒介话语权越来越大，由网民引发网络旋涡，再引起传统媒体关注，直至影响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日渐明晰。部分网民具有精英意识、草根立场，成为这类行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很多言论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能引领后期的舆论观点。当然，这种强大的引发性也是一种强大的煽动性，很多谣言就是因为一时的煽动而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

微博是大量用户发布信息的平台。传统新闻媒体数量有限，研判的对象和内容相对集中。而微博用户众多，知名微博用户的舆论监督会成为热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人物”也有机会在微博舆论监督中大有作为。如京沪高铁开通后，不少京沪高铁的乘客就在微博上发布列车故障的信息，此类微博被大量转发后不仅在微博平台上造成了强烈反响，更成为了传统新闻媒体的新闻线索，引发传统新闻媒体的关注。

（六）微博舆论传播具有自净化的特点

微博除了上述特点外，最重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自媒体的自净化功能。

“自净化”一词源自“水体自净化”。水体自净化可有如下过程：物理自净——由于水的湍流、涡流、扩散、挥发、沉淀、过滤而使水净化的过程；物理化学净化——通过溶解氧的作用，水体内发生氧化、还原、化合、分解、中和、络合、螯合、吸附、凝聚等使水体自净化的过程；生物净化——通过水体中的微生物对污染物的消解作用，使水体得到净化的过程。

由于每个微博传播都是以“自我”为主题的传播，任何信息的发布、转发、评论都带有自主选择性，在信息互动的传播过程中能辨别真伪，对信息进行自我创造，使得错误的信息得以澄清。微博的自我纠错是建立在一个信息开放、多元化的环境下。

微博的自净化具有阶段性，当用户发布信息时，在第一阶段，信息发布者的粉丝接收信息，并对信息的真伪进行辨别。这一阶段对信息的鉴别能力跟粉丝数量有关，粉丝量越大，知识的互补能力越强，鉴别能力越大。但在这一阶段，可能因为发布者的高信任度增加了信息辨别的困难，使错误信息在庞大的用户群中难以辨别。随后，信息在第一阶段受到了认可，被大量转发，在转发的过程中接受新的检阅，这个过程中参与的人数扩大，成分更为多元，专业领域的意见增多，信息得以辨别，再经过第三波转发、第四波转发……如此循环往复。微博用户在大量的转发、评论、围观中，也参与信息创造，并将更真实的信息转发出去，从网民的反馈中寻找进一步的线索和观点启发，及时修正过往消息中的偏差甚至谬误，尽力从资讯碎片中拼凑出信息全景；经过更多人的论证，微博中的其他用户和当事人在传播的过程中自我纠错，在评论和转发的信息中不断整合转发过程中的微博，将信息聚合起来，叠加成为更真实、更全面的事实真相。

（七）微博舆论事件中屡现“塔西佗陷阱”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120）是古代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定律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突发事件中有充分的体现。诚信体系故障，社会秩序会混乱。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情绪的蓄积，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公众不信任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因为既往的无数事实都让我们多了一分警觉之感，也因为在那些数不清的矿难、地震甚至流行病害中都有未解决的疑问，同样还因为那些与公众耳闻目睹有差距的官方数据已经让我们读不懂真实的中国。理清这一点，就不难发现，“不明真相”的公众和媒体恰恰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倒逼真相，维护公道和人心。

在微博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微博舆论事件频发，已成为民意聚散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渠道。“塔西佗陷阱”有可能因漠视民意、信息淤塞而急速放大，也会在及时合理的应对中逐渐消弭。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正是网络语境中社会管理的一项指导原则。

在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和网络舆论现象中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政府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怀疑和指责，人们开始把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医疗药品安全、楼房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因无良商家和逐利者以及市场某些无序环节造成的种种“乱象”，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网络出现的流行语言：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你信不信”，“反正大家都不信”了，对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作出了网络体的诠释。

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媒体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媒体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建立政府公信力是一个国际命题。2007年，联合国曾举办过一个关于政府创新的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建立对政府的信任”。我国在2006年也把政府公信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创新政府管理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

2013年1月7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2012-2013）》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已降至60分的“及格线”以下。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的调查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仅为59.7分。与上一年结果相比，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程度都有较大下降，只有广州略有上升。

调查显示，社会信任指标下降的特点之一是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另一个特点则是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以及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蓝皮书分析，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可能是由于频发的公共事件冲击了民众对社会的诚信感受。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及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

蓝皮书认为，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的人际信任被打破，新的制度信任未完全建立，造成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并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的培养基。

为此，蓝皮书也建议从推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落实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打击失信组织和个人行为这三方面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八）微博舆论传播具有“群体极化”效应

所谓群体极化性，是指在决策心理学中，人们把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相比较时，得到如此结论：即集体决策往往走更保守或更冒险的两个极端对立的心理现象。莫斯科维希和扎瓦罗尼的研究表明，群体极化效应往往发生在非正式群体的决策中，而微博的草根性为群体极化效应提供了客观因素。在微博舆论中，这种群体极化效应更容易促成舆论效应的形成。人们可以选择性地接受、理解、关注、记忆微博事件，当某一事件和现象被多个主体作出选择时，这些主体就会形成自己的微博圈子，意即非正式群体决策圈子，这种圈子可导致已有认知结构的固化。

以新浪微博“小悦悦事件”为例，截至2011年12月6日，“小悦悦事件”以“请停止冷漠”为关键词的微博内容共65万条，事件总评论766万条。

2011年10月13日傍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内，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由于父母疏忽过失，在阴雨天独自跑出家门百米外后，先后被两辆汽车撞伤倒地。最初路过的数名行人未及时施救（主流媒体称有18名，但其实据深究疑似顶多13名），后被路人陈贤妹（佛山本地人，职业是清洁工；主流媒体称陈氏为第19名路人）救起，随后王悦被送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急救。第二天，两位肇事司机中的第一位自首。2011年10月21日凌晨零时，小悦悦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宣告抢救无效离世。这次事件引发了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国民质素现状的质疑。

群体极化效应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网民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也提供了搜索、过滤、筛选的功能以及各种各样个性化的服务。而根据传播学中受众信息选择心理，受众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固有印象意见相一致的信息，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正确的信息。即使与自己的意见有差异的信息，受众也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网络的匿名性所带来的个人责任感的缺失，减少了人们发表意见的顾忌。

网络舆论的自由性与多元性恰好迎合了多数网民的需求，这就使得网民可以去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认为正确的信息。在网络环境中，受众偏向于进入与自己观点相似的网站从而找到归属感，而处于同一个群体的个人相互间存在传染性，比如身边的同学都在使用微博或者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出于与同学交流、不被孤立的心理使自己也会选择上这些网站。在这些舆论平台进行交流，接触到的也是这些平台的信息。同时，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受众能看到其他受众对新闻事件的意见。

微博舆论传播还具有明显的刻板效应。

刻板印象常常是一种偏见，人们不仅对接触过的人会产生刻板印象，还会根据一些不是十分真实的间接资料对未接触过的人产生刻板印象，习惯于把人进行机械的归类，把某个具体的人看做某类人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的评价视为对某个人的评价，因而影响正确的判断。群体极化效应容易使身处这个群体的受众通过以往在生活中亲身接触和长期在网络上形成的印象，给相关的人或事打上负面的标签，如认为城管都是粗暴且野蛮的，对社会事件的判断难以保持客观和理智的态度，言论容易一边倒，从而造成舆论的几何级增长和事态的扩大。

二、微博的舆论生成机制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舆论生态，舆论成规模地聚集，舆论传播更具人性化，话语权、表达权进一步普及。虽然微博信息内容呈现分散碎片的状态，但是微内容按照事件或情感逻辑积聚起来，影响力会比较明显。微博传播超越了传统人际传播的范畴，其舆论影响力受到了传统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能够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了“由下而上地反映舆论，由上而下的舆论引导”。

微博是网络舆论传播的升级，对事件形成持续深化讨论的格局、引起社会的关注、促进事件的解决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微博参与主体多样、舆论生成环境变化多端，但舆论生成有其基本规律。

第一阶段，舆论形成。

舆论事件曝光，微博让碎片化的信息传递出去，微内容会根据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进行叠加，一些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微内容，其扩展度特别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注册成为微博用户，根据自身的选择发布信息。在这一阶段，传播者提供有关事件的微内容，事件来源可以是用户的所见所闻，也可以是其他媒体的信息。传播者发布原创信息后，一方面，由于微博信息的繁杂、多样等问题，信息可能被其他海量信息所掩盖，无法广泛传播开；另一方面，信息传递出去后，引起大量粉丝关注、评论并转发，事件信息经过粉丝的评论、整合加工，裂变式地向外传播，其传播速度取决于粉丝量和对事件的关注度。在用户的信息转发、评论中，网络舆论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舆论爆发。

随着事件的发展，微博舆论形态多元化，舆论的聚合力随着事件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网民纷纷通过论坛、博客、SNS、QQ等即时通信工具转载消息，舆论开始叠加，讨论和辩论随即展开。意见领袖就事件本身发表意见、看法并转发，传统媒体间互动协作，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寻找并采访事件的当事人、根据事件的线索调查事件相关人员并邀请各界专家进行评议，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受众关注事件的进展，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更深层次地探讨大众的态度和意见，将舆论推向一个新的层面。由于传播主体巨大，个体对事件的认知存在差异，形成观点交锋和碰撞，各方力量汇合起来，推动事件的升温，舆论爆发。

第三阶段，舆论波峰。

在微博舆论爆发后，依据事件的典型性和重大性的不同，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达到舆论传播浪潮的波峰。一般而言，事件越重大、越复杂，波峰到达的时间距事件发生的时间就相对越远一些。

第四阶段，舆论缓解。

有关部门就事件本身和舆论信息反馈，作出舆情应对措施，舆论由此得以缓解。随着事件处理的推进，公众对事件的认知趋于理性，情绪开始平复，加上层出不穷的新热点、新事件的发生，转移了部分公众的视线，舆论由最高点渐渐下落，进入事件的缓解期。

在这个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增强，公众在跟进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关注意见领袖和网络媒体发表的对事件处理的看法。在这个阶段，舆论会对政府部门的活动起到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如果事件处置不当，舆论就会出现反弹，引发第二轮的舆论高潮。

第五阶段，舆论平复。

随着事件的解决，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热情逐渐消退，舆论场逐渐平复，传播者将视线和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热点事件上，形成新的舆论。其舆论的生成演变过程会因事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些焦点事件具有短时爆发力和瞬间吸引力，舆论形成期很短甚至会直接进入舆论爆发期。这一阶段，原事件本身的舆论逐渐平复。

第六阶段，舆论再现。

随着舆论的平复，公众对事件关注的注意力转移，但当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出现后，又会将整个事件的舆论重新爆发出来，形成舆论链条，形成事件的下一轮微博舆论，引起用户的关注和讨论，直到弄清事件的真伪、始末。微博舆论的生成环境本身就具有波浪式的特点，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舆论的链条，影响着社会生活结构，推进社会事件的合理处置，引导社会思潮的运行轨迹。

微博在网络舆情形成中的作用也可以通过一些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如下列图所示（见图6-4、图6-5、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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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微博在网络舆情形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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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网络舆情形成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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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



微博事件，一般都遵从这样的规律：先是舆论主体在微博上爆料，意见领袖们跟风表态讨论，然后群众围观，最后民意或多或少影响决策和游戏规则。这表明，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色彩的属性。当前，微博凭借短、平、快等优势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微博舆论场”。微博的传播特性，加速了舆论的形成和扩散，实名认证制提升了微博舆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庞大的用户群使微博舆论场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从个人的生活琐事到体育运动盛事，再到全球性的灾难性事件，微博已经成为全球网民表情达意的重要渠道，谁都不敢轻视微博的影响力。

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微博舆论随着议题分散而出现衰变，进入“长尾”阶段，即在最后的阶段构成舆论的意见慢慢减少，但难以终结，始终处在消退状态，时而反弹，但终不会为零，其演变的自然衰变性也是有据可寻的。

首先，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队伍的不断壮大，对一些事情的后续报道近几年逐渐增多，大众对新闻的需要不仅是新近发生的事，也有对过去事实的追究及后续关注。

其次，事件出现后，大家往往会想到类似的旧议题，借此来引出新议题。这样新议题中关于旧议题的部分自然就成了旧议题的“长尾”。

最后，很多事件发生后，会衍生出“议题名词”或者“议题体”等遗留文化。它们经常在一些网络议题中出现，成为大众比较青睐的一种网络表达方式，这些遗留文化成为网络议题“长尾”中持续时间比较长、传播范围比较广的一部分。

三、微博的舆论影响的扩大机制

（一）与手机媒体相结合

手机已成为重要的媒体工具。在今天，手机用户利用手机媒体传播新闻、表达诉求，已经成为常态。我国手机用户已经突破10亿，通过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过用PC上网的用户。基于庞大的用户数量和便捷的移动互联渠道，手机正成为人们进行新闻和舆论参与的重要工具。以利用短信、飞信或手机WAP上网来发布信息。

2013年2月22日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北纬23.9，东经114.5）发生4.8级地震，毗邻河源市的惠州市出现强烈震感。地震发生后，全国范围内最早发出地震消息的不是地震局，也不是媒体，而是一条微博（见图6-7）。这条发送于11时34分28秒的微博只有两个字：“地震！！”网友大呼：“姑娘，你这是用生命发微博啊！”微博博主“@苏丽姊a”被瞬间封为“地震姐”。而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最早发出地震消息的也不是官方，而是百度贴吧的一名网友。

[image: 179]
图6-7　东源地震最早的消息来自微博



微博与手机相结合，是互联网交互行为的一种延伸，网民由此可以保持移动在线状态，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即时看到别人对事件的评价，并能发表自己对现实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微博用户可以借助手机媒体成为即时的报道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简洁而快速的报道，并有超过传统媒体报道速度和广度的可能性，这可以丰富舆论参与者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意见的表达。

（二）多点发布和“同步”

微博的简洁、随意和互动，是它吸引用户的亮点。用户可以利用QQ、MSN、飞信、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或借助其他插件进行多点发布，同时，一个用户若有多个网站的微博账号，可选其中一个作为更新的主地址，使更新的内容“同步”到其他微博账号上。这种操作风格可帮助用户随时随意更新微博的内容，“同步”则最大化了用户的舆论影响力，使用户可以一人对多个网站进行传播。这是以往的互联网传播所不多见的，也是微博影响舆论生成的新特点。

飞信是中国移动开发的即时通讯软件，软件利用移动GSM网络，在一定前提下，可以从不同的飞信客户端向普通手机免费发送短信息，或者进行多人通话服务。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支持Windows Phone、Android以及iOS平台的类即时通信软件。微信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客户端与好友分享文字与图片，并支持分组聊天和语音、视频对讲功能的智能型手机聊天软件。微信软件本身完全免费，使用任何功能都不会收取费用。

（三）链式反应和循环转帖

链式反应存在于微博的内容更新中，一个用户发表的内容可以即时被跟随者或好友看到并转发，而每个转发者的好友或跟随者又可以看到被转发的内容，因此，信息的扩散不再是一对一的传递或一对多的广播，而成为一乘以多再乘以多的链式反应，这种即时快速膨胀的信息传播，具有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扩散优势。

“链式反应”的概念源自物理学。有焰燃烧都存在链式反应。当某种可燃物受热，它不仅会汽化，而且该可燃物的分子会发生热裂解作用从而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一种高度活泼的化学形态，能与其他的自由基和分子反应，而使燃烧持续进行下去，这就是燃烧的链式反应。

微博的信息更新，有一种有趣的“跟帖循环”现象：当一条热门帖子被发出后，会有多个好友来转发，而转发到某个时候又会被发帖者本人转发，并持续转发下去，发帖者本人可能在这条帖子的转发链中多次出现。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发帖者发出的帖子总是显示为最新，如果经过转发则又会在好友中间显示为最新，这同聊天室的滚动播报相类似。以上两种作用方式对舆论的影响可能在于：当一条重要新闻受到关注或重要评论受到追捧时，会迅速发生链式反应并在微博用户中快速传播；当新闻或评论受到高度认可时，会形成转发的循环，并持续出现在个人页面或共享页面的顶部，获得持续的关注和舆论反应。

（四）与传统媒体形成互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午后大道东”栏目已经开通了与微博的互动，微博用户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等进行即时留言。微博的作用正在被进一步认识，微博在与传统媒体成熟的互动后，可以形成更好的内容把关和舆论引导格局。

总之，舆论的生成离不开传播，微博可以看作随个人媒体的发展趋势而新出现的一种传播形式，微博的多点内容发布、信息同步、与移动媒体的结合、链式反应和循环跟帖等，是微博对以往的网络舆论生成模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

第四节　网络论坛舆论与微博舆论的比较

虽然同为新媒体舆论的重要形式，网络论坛舆论和微博舆论在生成与扩散中形成的特点各有差异，这些差异的背后，有着或深或浅的原因。

一、网络论坛舆论与微博舆论的差异比较

（一）论坛重顶帖，微博重转发

在用户界面的特点上，论坛首页呈现给用户泾渭分明的板块划分，由用户自主决定进入哪一板块进行深一层参与。在进入子板块之后，用户所接触的，依旧不是全部内容，而是以单个标题为分界的彼此独立的帖子，标题浓缩了帖子详细内容，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兴趣点击阅读。阅读后根据点击量和跟帖数量的多少决定帖子热度，热度较高的帖子将被自动放置或由管理员放置在论坛显眼位置。而微博呈现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舆论参与方式，用户首先需要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生产者而不是内容本身进行“关注”，在作为“粉丝”完成关注之后，被关注者发表的任何内容都会主动推动给用户，如果用户觉得内容值得分享与再度呈现，可以进行转发，转发后，用户自己的粉丝接受第二轮的内容推送，以此类推。

正是这两种舆论参与方式的不同，使两种舆论场域中所关注的影响力因子各不相同。论坛的内容影响力来自于参与者的顶帖（也就是评论），即使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一个“顶”字也能将网帖送至论坛首页；而在微博舆论影响力因子中，转发的作用高过评论，一条微博即使拥有上万条评论，其影响力范围也仅限于发布者的个人页面，而一旦转发引发蝴蝶效应，粉丝带动粉丝，最终将为单条微博的影响力带来“核裂变式”的指数级增长。

而且，部分论坛的热帖评定很大程度上由管理员决定，管理员可以通过人工加精、手动置顶等方式为网帖赋予不同级别的重要性；但在微博中，管理员的作用被大大削弱，舆论主体的自主决定权权重增加，舆论的传播扩散结构更加扁平化和去中心化。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舆论发酵形式。

（二）论坛专业化，微博少分类

网络论坛大致可分为综合类论坛和专业类论坛，专业类论坛以精细的定位和板块划分取胜，但即使综合类论坛，同样存在专业化的板块划分。除非是本身就定位于“大杂烩”的板块，否则板块与板块之间界限相对分明，不同性质的内容得到有效整合。用户可以据此对板块内的内容产生合理期待，特定性质的舆论可以在特定的板块中得到酝酿与扩散。

但微博则不然，所有的被关注内容都统一呈现在用户的单个页面中，用户往往在上一秒中还在阅读一位意见领袖关于公共事务的观点，下一秒钟就跳转至营销账号推送的冷笑话，内容彼此间的撕裂与互不关联，削弱了舆论扩散的加速度。较之网络论坛可以集中在一个网帖中讨论一个话题的“有始有终”而言，微博由转发带来的影响力也同时分散了微博舆论的注意力，使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越发碎片化。

当然，变化正在发生，微博的运营者与参与者们正在努力缝合这些碎片：微博搜索的推出即是一例，用户可以通过不断改进的搜索技术在杂乱无章的微博碎片中搜寻指定的内容，然后再通过人工整合的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前因后果的再还原；内容分组也在发生作用，用户可以主动将不同性质的微博主分到不同的组别，这样，大致可以避免前述的思维被动跳跃；还有长微博，长微博在一定程度颠覆了微博的定义，微博可以不再是140个字，复杂的逻辑推理同样可以在微博平台展开……众多的第三方应用，通过开放的微博平台实现了对微博信息碎片化的有效缝合。总而言之，微博舆论需要克服弱点走向公共领域，实现信息的有效整合是大势所趋。

（三）论坛单向性，微博有互动

我们所指的单向性，是指在网络空间舆论双方互动的单向性。具体而言，在历次由网络论坛肇始的公共事件中，舆论所指的权力一方几乎没有在网络空间对网络论坛舆论予以正面回应，往往只是迫于后期的现实舆论才做出现实中的退让或改变。以“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例，事件从头至尾都在论坛进行，虽然事件最终得到解决，但无论是当事方还是权力方，都没有在同一舆论场域中与舆论发起方实现互动。在此意义上，网络论坛虽然最终起到了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舆论监督，但是却没能将事件当事方带到网络平台，构建双方沟通平台。仅对突发事件有效而忽略日常的互动，舆论主客体彼此间舆论场域的撕裂也削弱了网络论坛舆论的长效性，这是网络论坛作为舆论载体的局限所在。

同样是拆迁事件，与“重庆钉子户事件”相比，江西抚州“宜黄拆迁案”中的新媒体舆论演变路径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该事件中，事件受害方钟九如姐妹通过实名认证微博在微博平台直接发声，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而另一方面，舆论监督的客体，宜黄所在的权力部门中有一位名为“宜黄慧昌”的官员在微博平台直面来自各方的质疑之声，撰文为宜黄拆迁辩护，并直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钟九如姐妹与“宜黄慧昌”分别作为舆论的当事方代表，在微博这一新媒体平台上实现了对公共事件的直接讨论。此次事件后，抚州市方面进一步开放网络问政，“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等党政部门微博开通，虽然问政效果还有待检验，但至少让关于抚州的网络舆论多了一个信息出口。

“宜黄拆迁案”尚且发生在微博成长的初期，在微博接棒新媒体舆论的主阵地之后，“政务微博”逐渐成为新媒体舆论领域的热门话题。权力部门与舆论主体在微博上直接对话变得司空见惯，这在以往互联网应用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党政机构与党政干部的大范围“触网”，使舆论主客体不再分立现实与虚拟的防火墙两端“隔空喊话”，加速了微博公共领域的构建。

二、网络论坛舆论与微博舆论差异原因分析

（一）技术形态的演进

网络论坛与微博分属于两代不同的互联网产品，网络论坛是Web 2.0时代的典型应用，真正开启了互联网的互动性功能，而微博的诞生，则是Web 2.0技术的思想和应用的提升，被称为Web 3.0时代的开端。

真实的新闻信息往往是舆论肇始的出发点，在网络论坛上，一方面受到来自运营方的板块限制和管理员的内容管制，第一手的时政新闻内容被限制发布；另一方面，即使发布新闻信息的网帖，发布者完全匿名的特性使新闻信息很难得到确认，人们只能等待传统媒体的跟进核实才能酝酿进一步的舆论风暴。

与网络论坛相比，微博具有更浓厚的媒体属性：一方面，大量传统媒体在微博上实现信息发布方式的华丽转身，短平快的新闻内容第一时间被具备内容优势的传统媒体微博账号首发；另一方面，即使是个人账号，微博用户由于受到比以往更少的限制，因而可以直接发布自己获知的新闻消息，起到的效果与媒体微博账号等同。尤其是受到认证的个人账号，公信力较网络论坛的匿名ID提升，自由而负责任的言论在微博平台得到部分实现，微博的“自媒体”属性彰显无遗。

微博作为自媒体的技术形态，其专业性无法与传统的专业新闻机构相媲美，但在突发事件中微博的速度优势和无处不在的优势亦非传统媒体所能比较。“人人是媒体，人人握有麦克风”的时代自微博诞生一刻开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微博独有技术形态所带来的便利性。

（二）用户特征的差异

网络论坛兴盛于世纪之交，而10年之后的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网络论坛与微博彼此之间的用户虽有重叠，但是整体的用户特征发生了改变。用户是这两种舆论的主体，用户特征的不同深刻地影响了这两种舆论载体及舆论本身的差异。

以用户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为例，2000年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中，男性占74.68%，女性占25.32%；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变为54.8%和45.2%；2000年18岁~30岁的用户占到全体用户的75.95%，2010年19岁~29岁的用户占到全体用户的28.1%，最大的用户群体让位于占比29.9%的10岁~19岁年轻群体。比较两种舆论载体兴盛初年的用户特征我们发现，用户群体性别比例更加均衡，群体特征更显年轻化。此外，对比历年数据，用户主体还存在学历偏低化、收入差异扁平化等特征变化。

微博取代论坛成为新媒体舆论主阵地，是在一个社会环境日益开放，人们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思想观念逐渐开放的年代。在这一过程中，时代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而人们是舆论的主体，前后10年舆论主体的细微差异足以让社会舆论从引发方式到扩散过程发生巨变。微博才刚刚起步，10年之后的微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还是个未知数，也许在10年前网络论坛兴盛之初，人们也未曾想到其会被何种形式的互联网应用所取代。

（三）管理方式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舆论休戚相关的社会管理部门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部门在很多时候也正是新媒体的管理者。它们逐渐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应对新媒体舆论，数以万计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微博的开通就是明证。这种改变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执政理念的主动变革；另一方面在公共事件频发的现今社会，权力开放也成为社会舆论倒逼的结果。

在网络论坛主导新媒体舆论的时期，管理部门应对舆论的方法为数不多，最为常见的是“删帖”，以至于这一专有名词沿用至今。在单个的网络论坛上，关于同一事件的网帖数量并不多，一旦网帖的影响力超过可控范围，监管部门往往一删了之，这对于暂时平息事态效果显著。此外，管理部门还培养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通过对论坛大量“灌入”引导性质的网帖，可以将原有的网帖沉底，而一旦沉底，网帖的影响力就微乎其微了。

在微博平台上，这样的管理方式依旧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效果却大不如从前。因为微博的传播层级结构较网络论坛更进一步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传统的删帖只能删除传播结构中的一个节点。“网络评论员”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由于粉丝数量决定了影响力，而微博内容决定了粉丝数量，“网络评论员”的微博内容不再受到主动关注，因此对舆论的影响力也大幅下降。

因此，新的管理方式开始被管理者纳入考虑范围，即主动迎合舆论需求，通过同一平台正面回应舆论质疑，处在舆论主体的平等位置。无论这种改变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增加了微博舆论的现实影响力，由此更有利于推动政府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四）移动互联时代的论坛与微博

如果说过去的十多年中，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社会，那么今后十年，手机也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及媒体产业。手机一方面拥有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媒体所拥有的几乎所有功能，是网络媒体的延伸；另一方面又以其便携性和信息传播即时性等特性，弥补了一般网络媒体的不足。移动互联网代表了新媒体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网络论坛与微博表现各异。但就作为舆论载体的属性而言，微博与网络论坛相比，更能适应移动互联带来的改变。以两者的客户端在APP Store中的受欢迎程度即可见一斑，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两者客户端的下载量始终稳定在社交类应用前十名，而天涯社区和猫扑网一直徘徊在100名之外（2013年3月）。

此外，手机微博的渗透率在2012年12月底之前已经达到48.2%，用户数量由2012年6月底的1.70亿增至2.02亿，排在手机网民全部互联网应用的第四名，而网民通过手机“在线发帖回帖和评论”的应用率已降至第十，且处于持续下滑阶段。

深入分析发现，网络论坛的阅读层级设定首先就限制了其在移动终端的发展，网络论坛以“首页-板块-标题-正文”的方式向读者推送信息，用户需要在仅几寸大的手机屏幕内完成这一层级才能逐次进入到网帖正文。而相对比之下，微博首页即以微博内容为界面呈现在用户面前，所见即所得。在主动传播信息方面，微博的发布以及转发和评论功能都极其简便，适于在移动终端操作；而网络论坛的内容发布相对繁琐，发帖需要标题和正文，且没有转发功能。与微博相比，网络论坛的参与方式在本质上就排斥便携式的参与，而微博本来就定位于“短平快”的微内容分享，手机终端的出现正适时地契合了这一定位。微博所传播的虽然是碎片化内容，但是手机所能利用的也正是碎片化的时间，这两种碎片化“一拍即合”，合成了手机微博作为舆论载体的速度优势和现场优势。这也是在众多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中，手机微博舆论屡屡发挥关键作用原因所在。

第五节　微博舆论案例研究

一、河南考生“被落榜事件”

李盟盟原本是河南省开封县陈留镇的一名高中生。2010年高考，她考了565分，高出河南理科一本线13分，其分数虽未达到她一本第一志愿郑州大学的最低投档分，但却超过了她二本第一志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最低投档线28分，因此她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李盟盟却迟迟没有等来意料之中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当年是河南省第一次网上填报志愿，因为她操作不熟练，第一次志愿并没有申报上去，等到补报志愿的时候，县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竟然将表格放在抽屉里忘记了提交。已经复读了一年的李盟盟很有可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困境，她和父亲李国新多次到开封县招生办、开封市招生办、河南省高招办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无奈之下，2010年8月12日李盟盟在一位本家嫂子的帮助下在百度河南贴吧发了一个题为“开封县县招办把我的大学梦毁了”的帖子，在帖子中她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希望可以通过网络为自己“申冤”。但由于网上类似这样的求助帖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因此李盟盟的这条帖子很快便被甩出了贴吧首页。所幸的是这条帖子在8月14日被《成都商报》的记者牛亚皓无意中看到，他决定调查该事件，并于8月18日撰写了一篇名为《招生办忘记提交高考志愿　谁来赔她的大学梦》的报道，李盟盟的遭遇终于得以曝光。牛亚皓还号召包括自己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让他们帮忙在网上就“李盟盟事件”发帖。

随后，有网友将这一事件发布在天涯论坛上，引起了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知名微博写手梁树新的关注。8月19日他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一个关键词为“我要上大学”的帖子：“转自中学生：李盟盟，21岁，河南开封县陈留四中学生，今年高考565分。因县招生办失职把她的志愿申请锁在柜子忘了提交，造成任何大学都上不成。河南省高招办回应，此事不予处理！李盟盟是农村孩子，为供其上学，妹妹辍学打工，父亲打工摔断了腿！”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条微博已经被转发了五千多次，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条微博就以每小时近万条的转发量居微博转发排行榜之首。此同时，河南当地媒体大量跟进报道李盟盟事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该事件迅速发酵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紧接着梁树新又通过微博发出了“致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一封微信”，以求让李盟盟求学一事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一千多名网友自愿充当信差在微博上传递这封微信。

在网络、微博和传统媒体的合力“轰炸”下，开封市有关部门不得不迅速作出反应，开封市市长亲自指示有关部门要做好李盟盟的补录工作。8月20日晚上，李盟盟接到河南省招办通知，她已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录取。忘记提交李盟盟档案的县招办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处分。

李盟盟“被落榜事件”又是一起通过网络和微博寻求帮助的案例，通过对事件经过的描述可以看出，网络和微博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微博的介入，将该事件从一起普通的网络求助事件迅速升级为网络热点事件，从而扭转了该事件的走向。我们可以简短地对该事件作一回顾：

2010年8月3日，李盟盟得知自己“被落榜”；

2010年8月12日，李盟盟家人网上发帖求助；

2010年8月14日，《成都商报》的记者得知该事件；

2010年8月18日，《成都商报》的记者撰写了关于该事件的报道；

2010年8月19日，知名微博写手梁树新微博发帖：“我要上大学”；

2010年8月20日，该贴被转发近万次，居微博转发排行榜之首。与此同时，河南当地媒体大量跟进报道李盟盟事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被落榜事件”发酵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事件；

2010年8月20日晚，李盟盟接到河南省招生办通知，她已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录取。

该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这一链条之中有两个关键环节，分别是李盟盟家人网上发帖求助和梁树新在微博上对该事件的转发。李盟盟“被落榜事件”能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是从李盟盟家人网上发帖求助开始的；《成都商报》记者得知该事件后介入调查并为之撰写报道，推动了该事件的发展；随后梁树新在微博发布“我要上大学”的帖子，一夜之间引发微博舆情，继而引起河南当地媒体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并进行了跟进报道，“被落榜事件”至此进入了高潮；而李盟盟接到自己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录取的通知，则标志着该事件的结束。可以说网络的介入推动了该事件的第一次转折，微博的介入则是该事件的第二次转折。“李盟盟事件”在微博引发舆情的过程可以用前文建立的模型进行描述：梁树新出于对李盟盟遭遇的同情，将该事件转发到微博，希望可以为李盟盟提供帮助并揭发此不公现象；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他微博交际圈内关注者的围观和评论，并纷纷进行了转发；由于梁树新拥有较多的粉丝和较高的关注度，使得该信息的扩散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已被转发达万次；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多，该事件升级为微博突发事件，获得了更大的关注度，吸引了十余万微博用户的参与，微博舆情就此形成。

事件发生后，李盟盟一家选择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尽快解决问题的这种手段，可以说是人们在遇到问题时的常规手段和首选方案。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经常由于各方面原因而使得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在常规手段失效的困境之下，选择通过网络或微博寻求帮助，就成了很多人的“第二套方案”。李盟盟通过网络发帖求助虽是无奈之举，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该事件自8月12日开始在网上传播，一直到8月20日晚该事件得以解决，仅仅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从一周前的极度失落到一周后的皆大欢喜，这段经历用李盟盟自己的话说“就像过山车一样”。

李盟盟“被落榜事件”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网友和微博用户的同情和关注，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涉及了“高考”的话题。现代社会，高考对于中国学生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对于李盟盟这样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考上大学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高考，或者他们身边的人经历过，因而人们懂得作为复读生李盟盟为考上大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学习上的双重压力，也能够体会李盟盟在考取了高分却因工作人员的失误而无法投档时的失落和绝望。因此李盟盟的遭遇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该事件获得人们同情和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关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开封市高考招生部门拒绝为工作人员的错误“买单”而使得李盟盟最终无学可上，那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将会遭到践踏，这是任何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公民所无法接受的，人们不允许这样的结果出现。

“被落榜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人们对一些现行制度的质疑：在广大农村学生尚不熟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贸然采用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是否合理？为什么没有建立一套纠错机制，对于由管理部门员工失误所造成的错误进行及时补救？下一次出现“被落榜事件”，如果没有媒体及时介入，“被落榜者”是不是只有接受被落榜的命运？或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被落榜者”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发帖子、找媒体、跑部门，才能讨回公道呢？

二、微博“打拐事件”

2011年春节期间有一起非常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就是微博“打拐”，事件起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2011年1月17日，于建嵘收到一封孩子遭拐卖的母亲发来的求援信，于是把这件事发在他的微博上，这条微博迅速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1月25日晚，于建嵘在微博上开通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账号，表示“希望大家见到街头乞讨儿童就拍照或录像”，并发布到微博上，希望借微博力量，寻找那些被拐卖的乞讨儿童。短短两周的时间内，“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已有粉丝7万余人，据统计，共有近千张网友街拍乞讨儿童照片被发布在该微博上。微博“打拐”行动也得打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支持，他通过微博回应：“我会通过微博和大家保持沟通，欢迎提供拐卖犯罪线索。对每一条线索，公安部打拐办都会部署核查。”

2011年春节期间被拐卖了三年之久儿童彭文乐的成功获救，将微博“打拐”推向了高潮。2008年，湖北人彭高峰3岁半的儿子彭文乐被人在深圳抱走，彭家人在撕心裂肺的折磨和苦苦寻找的煎熬中度过了三年。《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得知此事后对该事件进行了跟踪调查。2009年，微博方兴未艾，邓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新浪微博上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之后每次逢年过节都会再发一遍，他希望微博网友趁过年过节回家探亲之际帮助寻找彭文乐的踪迹。2010年9月，他再次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发布了一张彭文乐的照片，该条微博截至2011年春节已被转发6 000多次。2011年春节期间，一位回乡探亲的大学生，发现村里一个小男孩像极了那张在微博上被疯传的寻人启事，便通过微博上的联系方式给彭高峰打了电话，并用手机拍下小男孩的照片传给了彭高峰。彭高峰见到照片后欣喜过望，他在邓飞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了案。随后两地警方共同出击，彭文乐成功获救。

彭文乐的获救可以说是人们利用微博创造的一个奇迹。被拐卖三年期间，彭文乐音信全无，脸上的一颗痣在被拐卖后已被点掉，名字也改为韩龙飞，只凭借彭家人和公安机关的力量来寻找彭文乐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其形貌特征变化很快，小时候的记忆也会逐渐模糊，那时候再想找到他，更是难上加难了。微博“打拐”这一事件反映出的是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涌动的不可小视的民间力量，这种力量促使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正是凭借着众人拾柴，微博“打拐”这把火才能烧得如此之旺。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状况比较复杂，各种社会问题频发。政府机关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常常会感到无从下手，或者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可以助政府部门一臂之力。微博的出现为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天南海北的人共聚在微博空间，他们或是评论时政，或是出谋划策，或是揭发不良现象，或是提供破案线索……在微博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分散的民间力量得以凝聚。微博打拐便是人们利用微博参与社会管理，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该事件中，微博技术上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微博极低的准入门槛吸引了遍布城市和乡村的广泛使用人群；它便捷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允许微博用户使用手机随时随地登录微博、更新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方式正是基于该功能的发挥；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可以使微博信息快速地、大范围地传播，对于横跨多个地区拐卖案件而言，信息的覆盖范围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微博的转发功能可以轻松实现微博信息横向上（跨省市）和纵向上（跨城乡）的快速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传播到各个地区。

微博“打拐事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由头，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的探索和实践以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微博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民众利用微博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也将会更加丰富。

三、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

2011年6月，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用户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作出回应，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根本不存在；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向记者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女儿；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

炫富，本是网络上一种炒作的手段，然而这起看似寻常的炒作事件，因其和中国红十字会扯上关系，从而引发了众人对中国慈善机构的拷问。此前，网络上时常爆出一些地区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擅自挪用赈灾款丑闻，如2009年1月，网上爆出山东单县红十字会副会长挪用捐款游山玩水；温州红十字会一出纳从2005年开始擅自挪用赈灾款总计达126万余元等。此类事件的接连发生极大地刺痛了民众的心，再加上红十字会的运作模式不够透明，早已使人们产生了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感。因此，尽管郭美美已被澄清和中国红十字会无关，但人们却不希望此事就此了结，人们想通过这件事挖出更多的东西。

有网友在微博上再次爆出惊人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有工作人员办企业经商。譬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募捐箱办公室主任张赢方，既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同时竟然也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总经理；通明堂（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老总韦莹是红十字传播基金秘书长，竟然开公司卖黄金白银古董。而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联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首席执行官翁涛更是爆出郭美美是原公司董事王军的女友，其名车、名包均为王军所赠。这一系列的爆料不由得让人心生疑虑：身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怎能开公司忙着赚钱？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类的关联公司是否在利用红十字会的资源发财？关联公司这种模式是否适合在公益事业中采用，有没有产生灰色地带的风险和漏洞？这些疑虑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额骤降。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第2季度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

该事件的发生以及它对慈善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2011年7月，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于当年12月31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调查结果和相关决定做了通报。调查结果证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严重违反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在项目运作中确实存在关联交易，因此决定撤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并将依据法律法规对遗留问题进行相应处理。与此同时，红十字会总会也认识到总会在行业红十字会的组织管理方面、在红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护方面以及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并表示要推进改革，重新塑造社会公信力，确保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微博上的一场炒作闹剧在众人的舆论围剿之下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该事件中，微博凭借着其出色的舆情制造能力，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件被曝光后，大批关注者迅速涌入，“郭美美baby”的微博粉丝以每分钟上百个的速度增加，短时间内吸引了几十万人加入，与该事件有关的微博数量更是达到二百多万条。但人们的关注点却不是炫富女孩，而是其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在众人的质疑声中，舆情风暴呼啸而来。每一个参与到郭美美事件中的微博用户都像是一个道德民兵，他们通过评论、转发以及对事件相关信息的深度挖掘，将该事件的真相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内幕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在微博构建的这张巨大的监督网络之下，中国红十字会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迫使红十字会总会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工作，最终作出撤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决定，并表示要加快推进行业内部改革，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流工具和传播平台，它凭借着先进的技术优势，可以对社会监督及文明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总之，微博改变了网络舆论格局，尤其是助推突发事件舆情传播，并使之成为常态。社交型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全面呈现，在时效性和参与度方面赶超传统媒体，使社会舆论媒体功能结构发生变化。微博成为最具影响力媒体，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第七章　手机媒体及其舆论管理

第一节　手机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媒体又称媒介、媒质，是承载信息的载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媒体是“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广告等”
[24]

 。

如前所述，手机媒体不仅已经诞生，而且其社会影响日益深远。我们认为，所谓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通信技术（如3G）、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已经不再只是“移动电话”，而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见图7-1）。手机媒体也只能成为信息海量的网络媒体新的组成部分，否则它将面临信息贫乏的难题。

[image: 194]
图7-1　手机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不只是“移动电话”



手机媒体是新媒体的重要成员。要特别强调，手机短信只是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但不是全部，也不代表未来的方向。在中国，许多人误以为手机短信（SMS）就是手机媒体，并称手机短信为“第五媒体”。其实，中国的短信量巨大、短信文化发达是由特定的电信管理体制与收费模式造成的。

一、手机媒体的特征

手机媒体的基本技术特征是数字化，最本质的传播特征是互动性，最大的优势是携带和使用方便。同时，手机媒体作为网络媒体的延伸，具有网络媒体交互性强、信息获取快、传播快、更新快等特性。这些特征使得手机媒体能够渗透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深刻影响人类的传播活动。

（一）手机媒体的优势

1. 高度的移动性与便携性

手机媒体具有高度的移动性和便携性，信息传播极其方便。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人把手机媒体形象地称为“影子”媒体，因为手机往往24小时不离身，手机媒体以其移动性、便携性的优势实现了边走边看。媒体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眼球资源成为媒体最短缺的资源，然而受众却有大量的零散时空被耗费，如等车、候机、坐地铁等，成为注意力的“盲点”，而手机媒体随时随地且无处不在地服务，正好填补了人们的离散时空。通过吸引受众的非连续的、间歇的和零散的时间段和空间段的注意力来获得经济收入，创造出“离散眼球经济”。

保罗·莱文森在2004年出版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对手机发展做了最乐观的分析。莱文森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问世，才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手机之前的一切媒介，即使是最神奇的电脑也把说话和走路、生产和消费分割开来。唯独手机能够使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一边走路一边发短信。于是，人就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进入大自然，漫游世界。无线移动的无限双向交流潜力，使手机成为信息传播最方便的媒介。

霍华德·莱茵戈德在《聪明暴民：下一次社会革命》一书中提到了新媒体的全新沟通模式：互联网的力量从电脑转移到手机上，诞生了全新的社会现象，产生了全新的沟通模式。如果说电视的收视率、报纸的订阅率更多有赖于用户的传统媒体习惯，那么，具有相当可读性、必读性、互动性、新奇性，类型丰富、能以不同内容、不同形式满足用户需求的手机媒体，就会成为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新的习惯性媒体。

手机媒体高度的便携性还带来了高度的个性化、私隐性与贴身性，手机是同人们生活黏度极高的“带着体温的媒体”。这就要求手机媒体传播者要按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信息，即真正做到分众传播。

2. 信息传播的即时性

手机传播是一种数字化传播。手机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范围广、限制因素少，由于手机用户数量庞大，因此手机传播的受众群十分巨大。

手机媒体在即时性方面的优势已经彰显无疑，不用打开电脑或电视机，许多受众就是通过手机媒体看到权威媒体机构提供的实时新闻、现场图片或现场视频片段。例如，不少受众通过手机领略“神六”升空的壮丽场景。新华网发出的第一条有关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的图片新闻，不是来自摄影记者，而是来自当地居民用手机拍摄的。特别是当遇到台风、地震、山洪等突发性自然灾害时，手机媒体即时报道，沟通信息，有利于紧急避险。手机媒体还具有即时接收和动态传播的特点，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手机媒体也可以像网站一样实现新闻的动态传播。

手机传播的更新速度快、更新成本低。手机传播的更新周期可以分秒计算，而电视、广播的周期可以用天或小时计算，纸质报纸的出版周期以天甚至以周计算，纸质期刊与图书的更新周期更长。手机传播的即时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同时手机传播还具有一定的“信息接收的异步性”，例如，一条手机短信发过来，你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去阅读与回复。接收的异步性可以使受众不需受媒体传播时间的限制，可按自己需要随时进行信息的接收与利用。

3. 互动性

手机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在现实中通常是单向的，传播者与受众双方无法随时随地进行双向沟通。而手机传播既可以是单向传播，也可以双向甚至多向传播，手机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

手机媒体在“交互性”方面也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较的优势。传统大众传媒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传播的单向性很强。这一特点导致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反馈大部分是事后的、延时的，缺乏即时性和直接性。尼葛洛庞蒂把网络区分为环状网络和星状网络。电视网是典型的环状网络，它的作业方式是“一对多”。而移动通信网则是一种典型的星状网络，是“多对多”的作业系统。其实，我们可以把星状网络界定为“无中心化机构的网络”。基于移动通信网的手机媒体正体现了这一特点，是此传播体系中的一环，传者与受者一律平等，受者亦构成这个传播体系中的一环，传者与受者之间没有明确不变的界线。因此，手机媒体不仅给用户发送他所需要的新闻，更可达到跟踪、材料收集、读者调查、读者评论等多方面的功能。对读者和报社都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服务，实现了更广泛、更迅速的互动。

较之网络传播，手机传播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媒介的特殊地位，清除了一般受众进入媒体的障碍，使得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手机媒介行使自己的信息发布、意见表达权。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与融合。就组织机构类型的传播者而言，既要进行网上信息发布，又要强化受众意识，及时接收整理用户的反馈，及时作出调整，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防止用户“用拇指投票”，不登录自己的手机网站或不使用自己提供的服务。对普通受众而言，随时随地都在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之间转换，比如浏览新闻是受众，发表跟帖评论是传播者；浏览别人的博客是受众，而开办自己的博客又成为了传播者。而手机独具随写随拍随录随发功能，使每一个用户无时无刻不能往往手机网站或互联网站上发布新闻信息、图片、视频等内容，普通受众的传播者角色得到空前强化。

手机传播强调个人化、人性化，强调用户参与。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相比，手机媒体在传播类型上具有明显的多样性，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于一体。手机本身就是人际沟通工具，借助手机媒体上的各种论坛、聊天室、移动QQ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渠道更加丰富。群体传播在手机媒体上也能便捷地实现，不少手机网站都在倾力打造主题BBS、专题论坛、手机社区等，供有共同爱好或需求的用户交流。通过手机进行组织传播应用已经较为广泛，不少单位和部门开发了专门的手机信息发布平台，直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传递组织内的各种信息；北京等地政府部门还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将突发事件应急信息、市政建设信息等在第一时间告知市民。手机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正在不断加强，一些传统媒体在无线互联网上安家落户，一批以新闻信息服务为特色的手机网站逐渐兴起，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传播类型相互交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比如，通过移动QQ，既可以进行人际传播，也可以进行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甚至可以进行大众传播。

手机传播具有人性化的特点。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提出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认为人类技术发展是在模仿甚至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并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越来越“人性化”。
[25]

 作为继网络媒体之后出现的又一新型传媒，手机媒体在很多方面克服了其他媒体的不足，会越来越张扬自己的独特个性。手机媒体能实现信息产品和家电产品功能的一体化，实现各种媒体功能的集约化，例如，通过手机可以看电视，可以拍摄照片、录制视频并直接传播，摆脱了众多设备和程序的束缚，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特点。手机媒体形体小巧，易于携带，更符合个体的需要。手机媒体是人能够“掌握”和控制的媒体，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把人与媒体分离开或像网络媒体那样把人“淹没”其中，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手机是“作为人体组成部分”的媒体，具有有机体的性质，是“媒介即人的延伸”的生动诠释。

4. 受众资源极其丰富

衡量一个媒体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现实和潜在的受众数量，而对手机媒体来说，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用户资源。截至2011年年底，全球已有60亿人使用手机；截至2012年3月31日，中国手机用户突破10亿。手机用户数远远超过网民与报纸读者的数量。与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杂志，点击率最高的网站，以及客流量最大的车站、地铁等场所的户外媒体相比，手机媒体拥有数量更庞大、类型更广泛的受众群。

手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它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手机日益成为传播、整合信息的设备，甚至是个人数字娱乐中心。未来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从用户数量的扩张转移到人均利润最大化。虽然在许多成熟的市场当中，手机的拥有量已经达到饱和，但在利用手机进行信息传播以及赢利等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

5. 多媒体传播

手机信息处理功能日益强大。上网、拍照、录音、摄像已逐渐成为不少手机的基本配置，多媒体手机逐渐普及。手机的操作平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手机电脑化趋势迅速发展，基于Android、iOS、Windows Mobile和Symbian等几大主流开放式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具有传统以通话为核心功能的手机所不具备的信息处理能力，且该能力还在不断提升。新推出的一些手机，还整合了移动博客、即时通讯等最新应用，手机的信息处理和信息传播功能不断增强。

3G时代的手机传播是一种多媒体的传播。它可借助文字、图片、图像、声音等任何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来进行传播活动。这种具有立体效应的多媒体传播组合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所报道的对象，给受众带来逼真而生动的感觉。手机传播的新闻也可以是多媒体的。

手机真正成为大众化媒体的催化剂是3G，3G不仅是一种高新技术，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是移动通信发展的方向。随着3G时代的来临，随着技术的完善、用户认知的不断提高和运营模式的逐渐形成，手机可以更快更好地承载目前各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内容，手机媒体及相关产业的巨大潜力也随之得到显现。在3G基础上，像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网页、电子邮件、实时语音、实时影像等功能均得以实现。而这些传统、新颖的功能结合在一起，所能带来的不仅是集中发力的冲击，更能为不同需求、不同终端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内容，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也可通过多种形式形成一定的互补和替代，确保同一类内容在手机媒体中以不同的形式实现最广泛的传播。

6. 手机亦是新闻采访的重要工具

2005年7月，就在伦敦连环爆炸案发生后数秒钟，十几名地铁乘客和被炸巴士附近的路人，在第一时间用手机拍下现场的恐怖画面。有人用手机拍下了其中一个地铁站的爆炸现场（见图7-2）。画面显示，由于车厢满是浓烟，乘客们不得不用手捂住嘴巴。另一个画面捕捉到，附近的另一名男子也在用手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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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手机拍摄的伦敦地铁爆炸图



电视台和新闻网站上出现的录像和单张照片显示了绝望的地铁乘客到处寻找逃生之路的情景。还有画面显示，巴士爆炸发生后，失去知觉的乘客横卧在地。画面清晰地捕捉到满脸黑灰的乘客逃生的情景，还有一名妇女在人行道上痛苦的蜷缩成一团。周围的建筑物上也有斑斑血迹。

大爆炸发生后不久，幸存者发现，手机线路出现拥堵，因为成千上万人都想在第一时间联络自己的亲人。电话打不出去，一些人便用手机拍摄现场的恐怖情景。许多媒体向这些亲历者索取现场画面，希望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将拍摄到的画面发送给媒体，有许多人给予了回应。

手机媒体技术的迅速兴起，使得全世界几乎所有普通的民众都能够拍下突发新闻并迅速贴到互联网上。世界见证历史的方式正在因此而发生改变，名人们的糗事更是无处可藏。有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草根新闻”、“草根记者”，只要有手机就可做记者。

以前只能靠人脑记忆的事件现在可以以几百万像素的精度几秒之内完整地传遍全球各个角落。拍照手机的问世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了新的高潮。图片的作用也日趋增加，检方在审理抢劫、恐怖活动等案件时，越来越依靠现场图片的证据作用。保险公司在处理交通事故时，除了听取当事人的回忆外，手机照片也成了重要的佐证。

7. 私密性

手机媒体是一种十分个人化的媒体，不像电视那样方便家人共同观看，也不像报纸那样方便多人相互传阅，而是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贴着个性化标签的信息传播工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每一个手机终端对应一个具体的受众，这比互联网IP地址更能准确跟踪用户信息及行为。对信息服务提供商来说，信息传播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甚至特定用户设定，从而提供有吸引力的个性化服务，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对手机媒体用户来说，自主地位得到提高，自由选择和发布信息的权限扩大，私密性得到保证。

8. 整合性

手机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平台。手机媒体能整合多样的传媒形态，承载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内容，并充分发挥出网络媒体本身所具备的一切传播优势。手机媒体能整合多元的传播主体，将电信基础运营商和各种类型的SP、CP融合到一起，将生产信息、传播信息的传者与接受信息、消费信息的受众合而为一。手机媒体能整合多样的传播方式，既可实现点对面（手机网站对用户）、面对点（多个用户向网站反馈信息）的传播，还可实现点对点（单个用户对单个用户）、一点对多点（聊天）、多点对多点（群组）等丰富的传播方式。

9. 同步或异步传播有机统一

手机媒体将同步传播和异步传播有机整合到了一起，即用户借助手机媒体提供的各种传播工具，既可以实时接收传播者传递出来的信息、与其他用户进行实时交流，也可以选择任何自己愿意的时间接触传播者传递出来的信息、与其他用户进行跨时间交流。这与网络媒体传播模式的特征十分相似。手机媒体的特殊性在于，由于手机是与人形影不离的传播工具，能有效缩短甚至消除异步传播的时间差，实现同步传播与异步传播的有机统一。比如，电子邮件是异步传播方式，但手机邮箱的邮件到达提醒功能，能让用户更快知晓邮件内容；即时通讯工具具有留言功能，但手机即时通讯的留言提醒功能，能让用户不必被动等到下次上线才去提取。

（二）手机传播的不足

手机作为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便于随身携带。手机媒体是一种数字化新媒体，作为网络媒体的延伸，网络媒体的许多特性（包括不足）也延续到手机媒体之中。在现阶段手机媒体存在以下不足。

1. 虚假与不良信息传播

一些不法分子发布虚假信息，大肆招摇撞骗，各种淫秽信息和流言蜚语借手机流传，败坏了社会风气，误导公众，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2. 侵犯个人隐私

针对越来越多的不法之徒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拍照功能进行偷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机构开始介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建议引用普通法的“破坏公众体统罪”控告偷拍者，以取代目前刑罚较轻的“游荡”罪名。疑犯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入狱7年。韩国要求用照相手机拍摄时必须自动发出响亮的快门声，以有效制止手机偷拍现象；日本政府制定规范，禁止在公共浴室、更衣室等偷拍高发地点使用照相手机。英国政府禁止人们携带手机进入任何可能进行偷拍的公共场所。美国芝加哥市规定，在公共浴池和淋浴间，未征得当事人允许，禁止对其进行拍照。芝加哥市议会提议，对违反规定的人处以5美元~500美元的罚款。

3. 信息垃圾

目前，中国网民收到的垃圾邮件数量已经与正常邮件数量相当，垃圾短信也不计其数。

4. 信息安全

一些手机的黑客针对手机的软件专门设计了一些病毒，对广大的手机用户进行攻击。有些病毒利用了手机芯片程序中的漏洞或缺陷，用简讯的形式把病毒代码播发，从而造成破坏。而其他曾经出现过的手机病毒，能使手机自动关机、死机等，甚至破坏内部芯片。部分手机病毒甚至还可使手机自动报警、将机内个人地址簿自动转发等。

5. 手机所固有的技术缺陷：屏幕小，电池不足

屏幕小是手机的固有缺陷之一，但是，近年来，手机屏幕的尺寸越来越大。2011年以前，手机屏幕的主流尺寸还是3.5英寸，2009年很多手机厂商已经开始生产4.0以上英寸的屏幕。2011年9月三星对外发布了5.3英寸的Galaxy Note，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2年，大屏幕手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但是，电池依然是智能手机发展的制约因素。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越来越大，电池技术的发展却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目前，解决的方式仅仅是增加容量。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全新的充电技术（如：动能充电、燃料电池技术等）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管手机媒体存在不足之处，然而手机作为新媒体已经实现移动电话媒介身份的突破，正在成为人随身携带的信息系统。手机作为新的传播终端，以高效、便捷、及时、互动的特性，为人们提供更为丰富、更为个性化和随时随地的信息服务。这将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向传统媒体发起挑战的全新的文化生产样式和信息传播渠道。

从手机媒体的特点来看，它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而是和网络的传播特性较为接近。其功能是多元合一，比如，通话时手机就是移动电话，发短信时就是文字媒介，用手机上网时就是网络媒体。应该说，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

手机庞大的用户群已经了构成大众传播所必需的大量的分散的受众。手机的特点在于随着其功能的日益强大，它正逐渐从一种通信工具向信息平台转型。

作为具有信息载体功能的终端，手机在实现自身基本功能属性的过程中，面对海量的终端用户进行直接接触，因而有可能把特定信息进行最大限度的有效传播，进而达到一种类似甚至超过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效果（无论是在广告还是新闻方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现代社会正以裂变的方式不断地制造信息，传统媒体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需要时也遇到了各种局限，渴望自己的信息能够更快、更好地传递给目标客户群体。对传统媒体而言，这就找到了一个极佳的突破点。这种供求关系的扩张，使得将传统媒体的优势和手机的优势结合起来成为可能。

手机的特点在于可移动性以及个性化。一方面，即时滚动新闻的推出使得用户在路上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一些重要而简短的新闻；另一方面，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长期发展形成的信息采集网络、媒体品牌、广告经营以及社会公信力，也是目前其他新兴媒体所无法逾越的一道门槛。传统媒体与手机媒体的结合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表现形式，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传统媒体强化自身的品牌优势，进而吸引更多的受众使用传统媒体的服务。

第二节　手机媒体引发的问题

作为迷你型电脑的手机，虽然本来是移动通讯工具，但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媒体，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播格局，重塑着人们传播信息的习惯。它促进社会的传播和互动，带给人们从来没有过的传递信息的便捷和自由。作为新生事物的手机媒体，有着比其他媒体相对的优越性；但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不足，产生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无限丰富多样的信息被不加控制地传播，易造成信息传播的污染，导致传播生态环境的恶化。手机媒体目前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违法手机短信

手机短信，目前在中国经济贸易往来、联络感情、提供便捷服务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短信也成了一些网络内容提供商攫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他们在短信业务中频动“手脚”，使这些服务成为手机用户防不胜防的陷阱。

手机违法短信息治理的重点是民众接触多、影响大、反应强烈的违法发送手机短信息的行为，具体包括：假冒银行名义发送手机短信息进行诈骗（见图7-3）；散布色情、赌博、暴力、恐怖内容；非法销售枪支、爆炸物、走私车、毒品、假钞；发布假中奖、假婚介、假招聘，或者引诱、介绍他人卖淫嫖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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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不良短信危害凸显



一些不法分子发布虚假信息，大肆招摇撞骗，各种淫秽信息和流言蜚语借手机流传，败坏了社会风气，误导公众，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凤凰卫视2003年2月14日曾报道了珠海市公安局通讯监察处抓获两名通过发送移动电话短信息，散布大米、食盐将面临紧缺等谣言，造成市场严重混乱、紧张的违法分子。

当前，最让普通大众切齿的是所谓“欺诈型”的短信，其纯属一种空对空的诈骗犯罪。从目前投诉情况看，手机“中奖”诈骗是最严重的，上当受骗的人最多。犯罪分子常利用假身份、假姓名、假单位开银行账户骗取金钱入户，而且多为跨省市作案、外来人员作案。他们还常常利用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便利，以假公司的名义行骗，增强受骗人的信任度。事实上，作案者往往不在这些地方，而是在异地发短信息，之后通过联网的银行提款机，异地取钱。在短短几天里，让受害人连续汇入同一银行账户多笔小额资金，得手后，作案者便立即关闭手机，提取现金，逃之夭夭，使被害人再也无法找到他们。

据新华网2003年3月2日的消息，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破获了一起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非法传销的案件，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吕萍、伍莉华等人。这是武汉市破获的第一起网络传销案，涉案金额高达135万元，涉案人员达1 000余人。

2006年12月19日上午和中午，山东青年农民朱光恩两次给铁道部部长办公室打电话，声称自己是一名逃犯，要把K50次火车轰上天。铁道部公安局获报后，锁定恐怖资讯源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并派出一百多名警力展开侦破工作。当天午夜11时左右，济南铁路公安处民警赶到临沂市平邑县一村庄内，将正趴在床头看电视的犯罪嫌疑人朱光恩逮捕。2007年4月中旬，济南铁路运输法院以编造虚假恐怖资讯罪，判处朱光恩有期徒刑两年。

我国通过手机行骗的案件越来越猖獗，这类案件已蔓延至全国各地，被骗金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最大案被骗金额达370万元。手机诈骗集团常用“猜猜我是谁？”开头，引诱接听电话的人上钩，然后行骗。这类骗案自2006年下半年在广东出现以来，有越来越泛滥的趋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主要行骗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另一类是随机拨打的号码或吉祥数的号码，如888、666、168等。为进行犯罪，诈骗集团会充分准备，收集受害人资料，还会对诈骗过程进行排练。手机诈骗集团分工明确，一般以3到5人为一个小组，专人负责打电话，专人负责诈骗账号管理，专人负责现金提取。诈骗数额多在3 000元至30 000元之间，普遍采用异地作案、异地诈骗、异地跨行取款的方式。

目前，手机短信违法犯罪活动有以下几个特征：

发送违法手机短信的作案人多为团伙，团伙内部分工严密，有的购买手机、手机号，有的开设银行账号，有的群发手机短信，有的专门从ATM机提款，得手后立即隐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发送违法手机短信的数量巨大。越来越多的作案对象使用短信群发器和群发软件等专用工具，能够在短时间内向大量的用户号段发送违法信息，一次发出成千成万条信息，总有上当的用户。

发送违法手机短信息的活动多使用异地手机号码，而且发送短信、开设银行账户、取款，这几个环节通常不在一地实施。

违法手机短信的内容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使人抗拒不了，更有甚者冒充银行和公安机关，利用群众对银行和公安机关的信任进行诈骗，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另外，利用手机信息贩卖非法商品、介绍卖淫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手机用户不要轻信虚假信息；不要因贪小利而受违法短信的诱惑；不要拨打短信中的陌生电话；不要泄露个人信息，特别是银行卡信息；不要将资金转入陌生的账户。以下是几个典型的手机短信陷阱。

陷阱一：发短信返话费原来是诱饵。

2005年4月，不少人收到一条自称是联通和移动公司发的短信，信息原文这样写道：“移动和中国联通合作为祝贺2004年短信费突破50亿，您把此消息转发10户，您的户上将加上99元话费，我在家刚试过是真的，快转，后查话费。”于是，何女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10个朋友转发了这条消息，结果，稍后查询话费时才发现这是个骗局，非但没有返回话费，短信费也照样被扣。

对于此类以免费“午餐”为诱饵的信息陷阱，消费者应提高警惕，以免陷于既上当受骗又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

陷阱二：未订短信费用被扣。

某通信公司无缘无故扣了方女士两个月共计90元的代收信息费。方女士夫妇年过五旬，儿子在外地读大学，他们从来不上网，也不发送短信息，更未订购过什么短信息。方女士打电话去询问。服务员说是从网上下载铃声的短信息收费，通信公司只是代收。她很纳闷：“什么服务都没有享受过，代收信息费到底扣的是什么钱？”

一旦发现自己的手机费用出现无端增加额，一定要向运营商查询（如中国移动拨打10086，中国联通拨打10010，中国电信拨打10000）。由运营商责成SP（网络服务提供商）退赔或双倍返还消费者被扣费用。

陷阱三：友情短信藏“黑洞”，一旦回复便订制。

2005年春节前夕，有人连续收到陌生的手机短信，信息说：“春节长假到了，我们交个朋友，一起去游玩？”开始没有理会，但该短信接二连三发来，有人忍不住，就回复了一条：“你是谁？”随后几天，类似短信不断骚扰他。而且随后去营业厅缴纳手机费，结果被告知，这两条回复的短信收费高达16元。营业厅服务员解释说，这种短信一般是由恶意网站发出的，不管机主回复了什么内容，就默认为该手机号码在其网站注册了，而其收费标准谁也不清楚。

这类信息陷阱属欺诈行为。消费者发现被骗后，由于难以追查责任人以及诉讼成本过高，其利益赔付往往被迫搁置。谨慎回复成为避免被骗的首要条件。

陷阱四：短信服务被取消，服务费用难退订。

王先生曾订制过某网站的新闻短信服务。后来单位统一配置了CDMA手机，王先生就到北京移动营业厅办理了停机保号业务，暂时不使用自己的GSM手机了，同时他向这个网站申请取消新闻短信包月服务。但王先生被告知：该项服务当月不能取消，只能等下个月再说。可到了第二个月，王先生已经停机保号的手机仍被收取了短信包月费用。他与网站联系，网站称：没有收到北京移动关于该用户停机的通知。如发生退订时推诿，首先考虑同运营商的投诉咨询机构沟通，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可考虑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提起诉讼。

二、手机传播的垃圾信息

虚假与不良信息传播，以及垃圾消息泛滥，是手机媒体发展中存在的棘手问题之一。

据瑞士圣加伦大学、国际电信联盟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80%的欧洲手机用户至少收到过一条短信形式的垃圾消息。

调查结果还表明，在所有受访者中，有83%的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内，垃圾消息将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个严重问题。

尽管在短信的流行性方面美国远落后于欧洲，但目前在北美地区使用的手机中，至少有75%的手机支持短信技术。调查表明，至少10%的美国手机用户曾经收到过垃圾消息。

此外，手机号过于易记，容易引来更多的信息垃圾与骚扰。现在很多人都想申请吉利而且容易记忆的手机号码，其实号码过于易记也会带来不少烦扰。

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出台。该决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电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电子信息接收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手机号在收到的244条垃圾短信中，违法短信占三分之一。且不少违法者联系电话被举报后仍能接通，“继续做业务”。

美国、韩国等国家规定，消费者购买手机时必须出示身份证，由售货员将顾客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输入电信运营商的中心数据库。当手机用户发送信息时，电信系统的存储单元中会留下发送方的手机号码，并能据此查到该发送人的姓名、地址等信息。

有些国家虽允许广告商发送手机短信广告，但有规制。如短信广告必须写明“广告”字样，且商家在每天晚上9时至第二天上午8时之间不得发送短信广告。德国、韩国和印度则要求电信运营商每年提交关于阻止垃圾短信传播的正式书面报告。如果发现某一用户成为大量垃圾短信的集中地，便将其列入“黑名单”，取消其手机入网资格。此外，电信运营商还可采用关键词屏蔽过滤、禁止大规模群发服务等手段，堵塞垃圾短信的传播渠道。

英国在2003年立法将兜售产品的垃圾信息视为一种犯罪行为。商业公司在使用个人信息如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之前，必须得到允许。一旦违规，散播者在地方法庭最高可能被罚款5 000英镑，在有陪审团出席的法庭，罚款数额则没有限制。

对待垃圾信息的性质问题，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将其定性为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侵害公民权益的违法行为。德国政府甚至成立了专门处理此类事件的机构，通过执行《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接受公民的投诉和随时进行调查。德国法律规定，专门向用户发送的网络信息和短信必须事先得到用户授权，否则发送方将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河山认为，应该运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治理。可借鉴新加坡发一条垃圾短信罚款1 000新币的办法，赋予相关行政机关重罚权。在民事责任上，可以规定发1条赔100元，动员消费者来共同治理。

三、手机带来的安全问题

手机通信的安全问题一向为人们所关注。目前使用的GSM手机没有信号加密功能，使用一台GSM手机接收机可以接收附近几个基站范围内的GSM制式手机通话内容。

由于移动通信网使用的终端设备是手机，它由硬件和软件组成，有些境外公司通过改变手机中的软件或硬件，使其成为具有窃听、偷拍功能的设备，其外观和普通手机一样，不影响正常通信功能。有些经改造过的手机，即使用户按了关机键，屏幕上显示的字符消失的情况下也能被对方激活，在不响铃的情况下接通电话，窃听该手机四周的声音。手机操作系统也存在一些“后门”，一些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通过网络也会感染手机病毒和被植入窃听程序，出现非法窃听和远程控制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有线、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必须采取保密措施。当前我们使用的GSM和CDMA手机没有保密措施，不能用于传递国家秘密。为了防止手机泄密，中央保密委员会专门作出规定，严禁使用手机谈论国家秘密和不得将手机带入涉及国家秘密会议的场所，因特殊原因带入会场的手机应取出电池，还明确提出了涉密单位的领导和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不得使用他人赠予的手机。

手机传播还带来国家安全问题。

在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期间，俄空军利用电子侦察手段发现了当时车臣分裂主义头目杜耶达夫的踪迹，并轻而易举地将其消灭。

2002年3月，本·拉登的得力助手、“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阿布·祖巴耶达赫也是因为使用手机暴露了藏身之地而落网。

因此，手机通信是一个开放的电子通信系统，只要有相应的接收设备，就能够截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的通话信息。

在我国台湾地区盛行一种手机监听器，只需在一般的手机里植入具有监听功能的晶片，一拨电话就可以启动监听功能。

即使在待机状态，手机也与通信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换，此时产生的电磁波谱很容易利用侦查监视技术发现、识别、侦察和跟踪目标，并对目标进行定位，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即使关闭手机，持有特殊仪器的专家仍可遥控打开手机的话筒，实施监听。因此，使用者只要将手机放在身边，就毫无保密可言。手机制造过程中就在芯片中植入接收和发送功能，这种手机即使关机，但只要有电池，机内的接收装置就能将话音信息接收到，并可随时发送出去。通过地球同步卫星上的中继站，将信息传递到某处地面处理系统。作为用户，在必要时应将手机中的电池取出，彻底断绝手机的电源；或将手机放在远离谈话场所的地方，以避免被窃听。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情报部门，军方和重要政府部门，都禁止在办公场所使用移动电话，即使关闭的手机也不允许带入。

此外，恐怖分子制造手机引爆炸弹的例子也时有发生。

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发生连环恐怖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成为西班牙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爆炸案。经查实，恐怖分子使用的就是手机炸弹。

我国是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如果对手机的双刃剑效应没有充分的认识，那么国防信息、经济信息和科技信息的安全性将存在严重隐患。

四、手机带来的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

手机的照相功能日益普遍，一些手机有其独特功能的设计，把摄像镜头安装在手机的背部，并且还可以被隐藏起来，因此佯装打电话，也能轻而易举地拍下一些机密东西或侵犯个人隐私。

（一）手机功能多样化，拍摄、录音等功能让人担忧

当前影响和争议最大的是可拍照手机的偷拍问题。彩信业务催生了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持有此类手机的用户几乎能够随时随地隐蔽地拍摄，而且可以马上将所拍摄的图像随意发送到其他彩信手机或互联网上。于是出现了不少用户有意或无意侵犯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或当作间谍器材偷拍国家、企业的机密等事件，负面事件屡屡出现。如今许多网站贴图区里充斥着用手机偷拍的图片，成为网站吸引眼球、增加浏览的一大法宝。有报道称，某高校一女孩有一阵总感觉怪怪的，走在路上被人盯着看，且在背后窃窃私语。有一次她去学校附近网吧上网，网吧老板诧异地说她真像网站贴图区里一个女孩。她赶忙登录上去点击图像查看，结果几乎当场昏倒，图上显示的分明是她在宿舍只穿着内裤走动的情景。随着手机制造商降价促销，可拍照手机成了各大零售商的热门产品，如果不加以规范的话，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问题。

手机拍摄功能让人担忧，其录音功能更是恐怖，以前偷录他人谈话，还得用录音机，再小巧也会让人觉察，用手机则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还有许多人忽略了它的录音功能，双方通话，只要按几个钮就能录下谈话。日常闲聊，也能用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录下他人的言论。第三代手机时代，甚至连表情影像也能收录。

目前，不仅公众人物的隐私受到拍照手机侵害，普通人也感受到了它的威胁。一些国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限制这种“隐蔽照相机”的使用范围。对可拍照手机侵犯隐私权或窃取机密的控制，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有关传播者自律和他律。侵犯隐私权并不是拍照手机的错，而是使用者的错。因此，应该对使用者在他律上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

（二）各国纷纷立法严禁手机偷拍

近几年来，各国因遭偷拍而使他人隐私权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摄像手机的普及使偷拍变成了一件更加容易的事情，偷拍地点也从之前的浴室、卧室延伸到健身中心、饭馆之类的公共场所。

拍照手机还有可能成为窃取商业秘密的工具。由于拍照手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公司的重要图纸、样品，很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被偷拍、传输出去。商场内禁止拍照几乎已成为零售业不成文的行规，但面对照相手机，这一行规已显得无能为力。

手机厂家为增加卖点，在手机拍照技术上互相攀比，一方面手机拍照技术日渐完善，另一方面也为偷拍提供了更大的便利：首先是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摄像头已由最初设计在手机背面改为设计在翻盖上，进而设计在转轴上；其次，市场调查显示，消费者对高清晰的拍照手机兴趣颇浓，生产者便在高清拍照手机上大做文章。

2012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12全球移动通信大会上，诺基亚发布一款Symbian 3手机——诺基亚808 PureView，它就搭载了前所未闻的高达4 100万像素的摄像头（见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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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搭载4 100万像素摄像头的诺基亚808 PureView



对可拍照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我国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管理规定。有人认为，科技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个人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能对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在有些人利用科学技术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国家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调整。

对偷拍者侵权或者违法犯罪行为的查获和取证很困难，建议对拍照手机的使用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制。在有些场所，拍照手机应当视同照相机、摄像机，因此禁止拍照的地方都应该禁止使用照相手机。

有人认为，在一些场所禁用拍照手机，对公民权利限制太严厉。拍照手机的一项关键功能就是通讯。如果在未禁止通讯的场所，禁止使用拍照手机，有侵害自由通讯权的嫌疑。也有专家认为，拍照手机的出现是科技和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我们的社会允许并鼓励科技进步，但它并不应当表现为法律监督和制约作用的减弱。

针对越来越多的不法之徒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拍照功能进行偷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机构开始介入，例如：

韩国的法律规定，可照相手机在拍照时必须发出声音提示；

日本政府制定规范，禁止在公共浴室、更衣室、健身房、全国性政府机关等偷拍高发地点使用照相手机；

英国健身房等场所的顾客不能携带可拍照手机入内；

澳大利亚政治家们正在游说通过一项禁止把可拍照手机带入校园的新法案。

美国芝加哥市在公共浴池和淋浴间，未征得当事人允许，禁止对其进行拍照。芝加哥市议会提议，对违反规定的人处以5美元~500美元的罚款。

2004年9月21日和12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的一项法案宣布，任何使用拍摄、录像设备在公共场所偷拍他人“暴露”照片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当事人不但可能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者还有可能被判入狱。根据法案规定，任何未经许可在公共场合对“裸体”或者“仅以内衣示人”的人进行摄像和拍照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当事人依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可能被处以超过10万美元的罚金、1年的监禁，或者同时处以上述两项处罚。但这项法案并不适用于那些从事情报和监狱管理等工作的美国政府执法人员。

2007年3月，法国立法规定，除新闻从业员外，任何人利用摄像工具拍下暴力实况，然后将影像上载到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将可被判处最高5年监禁及罚款7.5万欧元。

法国是欧洲首个颁布这类法令的国家。这种利用摄像工具将暴力行为的影像录下，然后通过互联网或手机传播的行为称为“巴巴乐”（happy slapping）。摄像者一般就是施行暴力的人，他们以青少年为主，受害者大部分是路过的陌生人。但也有评论认为，有关当局为取缔“巴巴乐”风而采取的立法行动是笨拙和近乎极权的。

（三）偷拍动机分析

1. 寻求刺激2007年8月，宋某在西单图书大厦用手机偷拍买书女孩们的裙底风光被抓获，宋某声称自己“工作压力比较大，心里空虚，一直想找点刺激”。寻求刺激成为偷拍者的一大动机，越来越多冠以“偷拍”字样、涉及个人隐私的图片传到网上后，吸引了同样寻求刺激的网民点击，甚至成为搜索热门。恶性循环使有偷拍行为的惯犯或登徒子越来越多。“手机可以使我们在毫不知情时被偷拍，无奈地成为网络走光事件的主角。”一位女网友如是说。

2. 敲诈勒索

以敲诈勒索、从中牟利为目的的偷拍会给当事人造成极大伤害。在日本娱乐圈2001年轰动一时的偷拍事件中，深田恭子、米仓凉子等众多一线女星在温泉被偷拍，事后这些录影带在书店中先是被敲诈勒索，敲诈不成又被公然贩卖。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强，用照相机、摄像机偷拍进行敲诈勒索、从中牟利的情况也普遍地发生在手机上。

3. 心理问题

北京某医院的心理医生周大夫认为，就偷拍者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类：勒索、心理变态或者是无目的只是好奇。如果以勒索为目的，那么偷拍和绑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手段不同。偷拍从动机到行为能够找到解释的根据，但是违反了被公认的道德标准。如果是心理变态，要看他的动机是否偏向于性，即借助某种非正当手段获得性满足，譬如像手机偷拍隐私部位。第三种的界定比较难。

至于被偷拍者知情后的反应，大致分两种：要么是息事宁人，不愿意公开；要么是勇敢地报警将坏人绳之以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息事宁人者属于外部控制型的个性，他们感觉事件的结果主要由外部因素决定，并非靠自身力量能够左右；而勇敢报警者属于内部控制型的个性，他们自我控制感强，认为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的态度比较乐观、积极。

在中国，偷拍他人隐私将被治安拘留。2006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明确规定：针对偷窥、偷拍（包括手机偷拍）他人卧室、浴室等隐私场所，或者窃听他人隐私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将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治安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如果当事人在公共场所被别人用手机偷拍照片，其可以责令偷拍者删除照片，若遭拒绝可拨打110报警。

五、交通安全

使用手机影响交通安全已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问题。

2005年5月16日，悉尼两名女学生拍下了校车司机一边驾车一边发短信的照片。在《星期日电讯报》刊登的照片上，可以看见司机一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握着方向盘。这两名女生是用自己的手机拍照的。她们告诉记者，该司机用了15分钟发短信和打电话，这期间他的眼睛根本没有看路，而他的车上共载了60多名学生。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部长沃特金斯说，这名司机已经被令停职，事件交由警方处理。

2004年1月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司机在驾车途中用手接打手机，违者将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这项于2004年7月开始实施的法案规定，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司机不能在驾车途中用手接打电话，否则他们将会收到交通违规传票，并被处以100美元罚款。但他们可以使用免提设备接听电话。2001年6月，美国纽约州通过了同样的立法，该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司机在驾车途中用手接打手机的州。

2004年12月，英国驾车禁用手机的法律生效。违犯者当场会被罚款30英镑，如果被控上法庭的话，最高的罚款金额是1 000英镑。

六、手机病毒

计算机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而手机病毒却是这几年出现的新名词。随着新一代手机上市，手机功能已不再是简单的通话，用户会更多地上网、查看邮件、网络游戏、金融服务及其他的数据服务，极大地丰富了手机的使用范围，手机已经逐步成为袖珍电脑。与此同时，手机功能的增加也让各种病毒有了可乘之机。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强以及数据业务、网络服务的增加，手机病毒将与电脑病毒一样，会非常普遍。

我们可以将手机病毒定义为：手机病毒原理和计算机病毒一样，以手机为感染对象，以移动通信网络和计算机网络为平台，通过病毒短信等形式，对手机进行攻击，从而造成手机异常的一种新型病毒。实际上，手机病毒比传统的计算机病毒危害更大。手机是一种即时通信工具，综合了电子邮件、个人多功能信息管理工具、即时聊天软件等所有功能。手机用户间的信任度高于网友之间的信任度，因此互联网上的病毒一旦出现手机版本，其破坏程度将远远超过网络病毒。

手机病毒实质上也是一种计算机病毒，与普通的计算机病毒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主要特点包括：（1）手机病毒也是由计算机程序编写而成；（2）同样具有传播功能，可利用发送普通短信、彩信、上网浏览、下载软件、铃声等方式，实现网络到手机的传播，甚至实现手机到手机之间的传播；（3）具有类似计算机病毒的危害后果，包括“软”危害（如死机、关机、删除存储的资料、向外发送垃圾邮件、拨打电话等）和“硬”危害（损毁SIM卡、芯片等硬件损坏）。

目前，手机病毒传播和发作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移动服务商要提供数据传输功能；二是要求手机使用的是动态操作系统，也就是支持Java等高级程序的写入功能。现在凡是具有上网及下载等功能的手机都满足上面的这两个条件，这些智能型手机其实就是一部超微型电脑，因此，受到病毒攻击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低端的非上网手机被病毒感染的机会比较小。

手机病毒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侵占手机内存或修改手机系统设置，导致手机无法正常工作。手机的工作原理与电脑类似，有专家认为手机就是经过简化的电脑设备，手机的正常运转必须依赖一定的软件和硬件环境。根据国内外现有的手机病毒报告，病毒通过干扰软件运行环境或修改硬件配置信息而导致手机系统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成为手机病毒最常见的危害之一。臭名昭著的“卡比尔”手机病毒就属于这种类型。它通过手机的蓝牙设备传播，病毒发作时，手机屏幕上会显示“Caribe……”字样，中毒手机的电池将很快耗尽。“卡比尔”手机病毒已经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传播。

第二，盗取手机上保存的个人通讯录、日程安排、个人身份信息等信息，对机主的信息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近两年来，与手机相关的科技迅猛发展，智能手机逐步从高端走进普通消费者的视野，集成了商务通、PDA等性能的多功能手机价格已经降到了大众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将把手机作为存储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些别有用心的黑客、病毒编写者的攻击对象。

第三，传播各种不良信息，对社会传统和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目前，价位在2 000元左右的手机已经拥有了播放MP3、浏览文本、观看图片、播放视频等功能，手机日益成为“微缩”电脑。这些强大功能在方便大众、造福社会的同时，也为不良、有害信息的传播和展示提供了便利通道和场所。手机之间黄色短信“满天飞”的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随着“彩信”的流行，各种不良图片、色情电话录音、色情暴力小电影也开始在手机中传播。

第四，通过代码控制手机进行强行消费，导致机主通信费用及信息费用剧增。有的病毒能控制手机用户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拨打色情等不健康服务电话，不仅导致正常用户付出巨额通信费，而且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责任后果。

第五，攻击和控制通信“网关”，向手机发送垃圾信息，致使手机通信网络运行瘫痪。专家指出，手机通信网中的“网关”是网络与网络间的联系纽带，就像互联网中的网关、路由器等设备的作用一样。如果手机病毒针对手机网络中的网关漏洞进行攻击，将可能对手机服务网络造成影响。

随着手机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和3G网络的发展，手机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也将与日俱增。新的手机病毒不断涌现，传播方式千变万化，使每一个身处手机时代的人防不胜防。

七、手机引发的新问题

（一）手机铃声或手机通话在公共场合造成噪音污染

手机铃声正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新生噪音污染源。在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国，在图书馆、剧院、音乐厅、教室等公共场合，手机铃声常常乍然响起，某些人不顾他人在意与否，拿起手机就大声吆喝，实在让人难以容忍。在一些会议和课堂上，尽管主持人或老师事先要求大家关掉手机，但手机铃声仍然是此起彼伏。不仅如此，一些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人也会被自己的手机铃声打断，从腰间摸出手机，不慌不忙接听，把台下听众都晾在一边。在一些高雅音乐会上，当全场观众屏息聆听优美的音乐时，时而也会有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大煞风景。

（二）手机上瘾症

庞大的手机用户群和手机24小时随身携带、开放式、即时传播的特点，使手机媒体成为现代人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快捷、实用的平台。

目前，中国有10亿手机用户。中央电视台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6%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手机短信，会觉得不适应，甚至“非常不适应”。

新加坡《星期日时报》曾对150名年龄从14岁到40岁不等的手机使用者做了抽样调查。有1/4受调查的人表示，如果一天没有手机，他们就会无所适从。调查也显示，有93%的人，会在饭桌上使用手机。而有六成的受调查者坦言，即使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他们也会接听电话或是发短信。

手机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56%的年轻人表示，他们经常会用手机发短信，相互联络。

（三）手机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然而，电子技术水平日益快速不断升级和社会对手机功能需求的不断更新和膨胀，使得手机被废弃和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废旧手机若得不到妥善的处置，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构成极大的危害。一块旧手机电池里的镉就能严重污染6万升水，这些水可以装满3个奥运会的标准游泳池。

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淘汰近7 000万部手机。赛迪网的调查显示，中国近六成的用户有换机需求。高收入或对手机时尚比较敏感的客户半年左右换一次；半年至一年换手机的用户比例为12.8%；一年至两年换手机的用户比例为24.4%。彩屏、和弦、无线上网、数码拍照到MP3，每一个新功能，都会带来一个新换机时代。

若按平均每个用户每3年更换一次手机的保守频率，每部手机一般都配有两块电池和一个充电器来算，中国每年就有2亿块手机电池和1亿个手机充电器变为垃圾，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令人担忧。

当前全国淘汰的旧手机，加上手机附件，产生重量约1.5万吨的电子废物。虽然其比例占生活垃圾的不足1%，但却是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废物的物质的主要来源之一。作为数字时代的高科技垃圾，废旧手机已引发了极大的处理危机。

因经济水平限制，有30%的消费者为获取一定经济利益也会选择将手机卖给二手商贩，手机商贩倒卖的手机主要流向广州等地，一部分经翻新后销售到购买力相对较弱的地区，而那些失去价值的零部件和外壳则被随意丢弃，一部分由小作坊露天提取贵重金属，残液则直接倾倒，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赚取私人利益。对于20%的直接丢弃的手机，混入生活垃圾中，将直接造成环境危害。

第三节　微信

一、微信的发展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手机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网页快速发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微信亦提供公众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摇一摇、搜索号码、附近的人、扫二维码方式添加好友和关注公众平台，微信将内容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微信不是国内第一款移动互联网即时聊天工具，其设计理念也非原创。其学习的榜样是加拿大Kik Interactive公司推出的即时通讯软件Kik。国内第一款类Kik产品是小米科技推出的米聊。该产品主张“熟人关系”，在米聊联系人中，100%是互联网圈内好友，米聊在普通用户中接受程度并不高，主要用户是互联网IT界人士，也许是因为米聊基本上在业界是口口相传，但欠缺一些推广。微信的市场对手不仅有国内的易信，海外的同类产品也不少。

微信在2011年1月正式推出后，其发展速度远超微信团队自身的预期，也超出外人的想象。2011年11月初，微信用户数超过3 000万；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已达5 000万，数倍于其先行者、竞争对手。面对诸多类似的通信、社交类产品的激烈竞争，微信的快速发展源于其强大的优势：一是对比移动的手机短信，它除具有短信实时推送的功能外，推送内容的类型呈现多媒体的特征，且在费用上较手机短信有比较优势；二是其背后腾讯强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三是庞大的QQ用户群基础和现在开发的手机号码注册交友，明确了微信是强关系属性；四是微信能适用于多手机机型平台；五是微信自身的不断完善。

根据微信官网发布（http://weixin.qq.com/），截至2013年3月15日，微信的注册用户已达4亿，用户可以通过微信与好友进行形式上更加丰富的类似短信、彩信等方式联系。微信软件本身完全免费，使用任何功能都不会收取费用，微信时产生的上网流量费由网络运营商收取。

二、微信的传播优势

微信是移动互联网代表性产品。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简称MI），是一种通过智能移动终端，采用移动无线通信方式获取业务和服务的新兴业态，它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络两者相结合为一体。

微信正在悄然改变着人际沟通方式，其优势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微信本身是免费的；相较短信，微信的语音和视频传播功能使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双方更直接、更真实；相较QQ与电子邮件，又具有更高的到达性；相较微博平台，沟通更为私密。具体地说，微信的传播优势如下。

（一）人性化设计，操作便捷

腾讯微信官网上广告语为“极速、新奇、方便，带给你拇指沟通新体验”。这条广告语点出了微信第一个便捷之处：“会说话的短信”。而“说”的操作并不复杂，只需用户在语言对讲时按住手机屏幕相关键，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即可，简单的操作深得用户心意，也极大程度地扩大了微信用户基础。

微信打破了传统网络交流的固定范围。通过微信，用户可以与QQ好友、手机通讯录联系人甚至微博的用户进行交流。这样跨平台的交流更加便捷，用户使用一种工具就可以与存在于不同平台和圈子的用户进行沟通，节省了用户熟悉不同产品的时间，提高了沟通效率，也拉近了用户之间的距离，衔接了用户的网络与现实生活。

微信推出web版本后，用户可以不再使用传统的用户名密码登录方式，而可以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登陆，开创了国内web端扫描登录的先河。

（二）多媒体传播

微信可以实时传播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使信息形式和结构发生本质的变化，使不同阅读或收视习惯的受众，都得以满足。

3G时代智能手机得到迅速普及，以智能手机终端为主要载体的手机媒体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微信具有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样的传播方式，为媒体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传播平台。

微信的语音和视频传播方式，使得人际传播的双方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即自我表达。微信综合运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使得传受双方可以进行充分有效地自我表达，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满足了用户的各种需求。而“摇一摇”、“漂流瓶”、实时对讲功能更是对社交平台的创新，丰富了用户的社交体验，使传播效果准确且生动。

（三）系统开放，免费使用

微信支持腾讯微博、QQ邮箱、QQ同步助手等插件功能，支持Android、iphone、Windows Phone、Sxmbian、blackberry平台的手机之间相互收发消息，几乎所有即时通讯用户都能使用。

微信使用费用约等于零资费，性价比非常高。微信可以跨运营商和跨手机操作平台互发“免费”短信，短信通过使用GPRS流量发出。30M流量可以发送上千条语音信息，而目前运营商的短信标准收费为0.1元/条，相较之下，微信的资费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微信对传统短信和飞信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四）用户黏度高

为了推广微信，腾讯旗下产品全线联合，从QQ聊天面板到QQ邮箱，不遗余力。从传播模式看，这是基于微信传播主体非常明确，就是手机QQ用户。在不同的即时通讯工具中，手机QQ占据着几乎99%的份额。与米聊等需要注册信息的即时通讯相比，微信通过QQ、QQ邮箱、QQ音乐等相关联，可以直接登录并且在QQ好友里添加好友，可以接收离线信息，这些优势更增加了用户黏度，是微信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

（五）传播主体具有双向性、互动性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微信传播是以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为主，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

微信的传播主体即用户群体非常精确。微信主要依托智能手机移动平台，基于腾讯的平台，手机QQ用户是其主力军，除通过从QQ好友中选取传播对象外，用户还可从手机联系人中选取传播对象，传受双方容易产生双向关注。

基于微信传受双方是选取自QQ好友和通讯录，信息传受双方关系亲密。微信的主要功能是类似于电话联系的语音对话，从用户的心理和习惯来说，使用语言进行聊天的传受双方关系会更为密切，在精确化的交际圈里，微信的传受双方以亲人、闺蜜、朋友、同事为主，这也就决定了双方通过媒介传递与反馈信息互动性更强。

（六）传播内容具有私密性、即时性

由于传受双方的强人际关系，微信信息交流内容也更为私密。在微博上，粉丝可以看到所关注用户发布的相关信息，传播者传播的内容是给所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看的，内容是公开的。微信在添加好友、建立朋友圈时，只有选择通过加入手机和用户关系的验证，才能与其互动聊天或者在朋友圈状态中留言。尤其在朋友圈中，用户的好友可以看到其发布的状态信息，且信息互动只停留在传受双方的移动终端上，只有传受双方能够听到看到，其他用户无法在自己的界面获知。用户在使用这一款软件时的隐私得到了保护，利于私密内容的交流，恶意骚扰和垃圾广告无法介入。

另外，微信整合了QQ和微博的功能，其内容发布具有即时性。只要用户在线，就能够对信息进行快速接收和反馈，且微信还支持QQ离线消息接受，在讯息传达上比较迅速。

（七）传播渠道具有多媒体平台集成共享的特点

在未来，以智能手机终端为主要载体的移动媒体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信息传播媒介也将会是多媒体平台的优化集成。

3G时代，智能手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微信使智能手机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化使用。微信的语音对讲对应的是麦克风和扬声器，二维码和图片分享对应的是手机高清摄像头，手写输入对应的是多点触屏，“摇一摇”对应的是重力感应器，查看附近的人对应的是GPS定位。相关数据表明，Symbian、Android和Ios三大系统目前占据95%以上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微信现在拥有多个版本的客户端，已经基本实现了多种手机系统的全覆盖。

除对手机基本功能的最大化利用外，微信同时实现了传播渠道的拓展和优势平台的集中。微信相继推出了二维码、LBS定位等功能，其中二维码是身份认同，在摄像头前扫描即可辨认用户身份信息，而LBS定位功能则可以用来找朋友。另外，微信已经打通了手机通讯录、QQ通讯录、QQ邮箱、QQ微博等产品，实现了平台的跨越，表现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平台型产品的潜质。优势平台的集聚共享，基本上将人们日常使用的所有通讯工具都囊括在内。微信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新生力量。

（八）微信构成用户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交网络

微信以强人际关系为主要社交关系。作为一款基于手机端的通讯软件，微信是以个人人际关系为核心，通过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方式进行信息的生产和传递。从微信强关系来看，微信最基本的关系网络都是基于现实生活关系的，这种关系都带有相互关注的特性，双方主要以点对点方式沟通信息。从微信弱关系来看，微信提供了许多功能，可以扩大社交范围。弱关系所传递的信息一种是用户信息，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摇一摇”等功能，接触陌生用户；另一种是通过APP和公众平台等方式接受来自于陌生用户发布的信息。

微信用户社交范围可以分成熟人交际圈、千米交际圈和陌生人交际圈三类。熟人交际圈代表的是近距离交际圈、强人际关系圈，千米交际圈和陌生人交际圈代表的是中距离和远距离交际圈、弱人际关系圈。这三类社交圈表示微信的社交圈从熟人推向陌生人。微信通过实现三个断面的全面覆盖，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交网络，人们可以根据需要更加精确化地分配社交精力。

但同时，微信用户范围较窄。由于微信最基本的关系网络是基于现实生活关系的“朋友”、“亲戚”、“同事”关系，因此线上的交往频度与线下真实社会的交往频度会趋同，整体来看，熟人之间的交往频度会高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频度。但是由于双向关注的人际关联模式，必然导致作为网络舆论的用户方的范围狭窄，普通大众的交往范围基本维持在几百人的规模。并且微信还限制了公众平台的功能，无法产生大规模传播，使得用户范围更加受到限制。

（九）传播效果呈现扩散性、准确性

一对多传播的简单扩散能力。首先微信上的公众账号具备简单的广播能力，微信提供了公众账号的关注功能，有些“大号”的粉丝可达千万级，可以实现简单的广播功能。其次微信朋友圈也渐渐成为新的分享平台。与微博的公开信息分享不同，微信的朋友圈是一个熟人圈的信息分享，是一个充分稳固的关系链，用户发送至朋友圈的信息可以被圈内所有朋友共享，实现了一对多的信息扩散。

点对点的准确传播能力。微信以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为主。点对点传播可以使信息到达率几乎100%。而微信主打的语音聊天，点对点的传播类似于现场直播，通过声音来传达情感，能够更好地把握传受双方的心理，传受双方的关系会更加亲密。在精准的微信交际圈内，传受双方以强人际关系为主，传递与反馈的信息内容真实而准确。

总之，微信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变化。

微信官网上写着广告语“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以微信为代表的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产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它为用户建立了从熟人到陌生人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交网络，同时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

三、微信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过载

微信信息过载主要是指微信推送可能会造成的垃圾信息问题。微信的信息传达方式是通过实时推送来完成的，推送不会让用户遗漏任何信息。然而，正如垃圾邮件一项，如果微信信息推送被滥用，就会降低用户体验，不可避免地给客户带来困扰。同时，许多传统媒体纷纷希望通过微信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试水公众平台。但如果用户关注的公众平台较多，而媒体每天推送的内容高度相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耐烦甚至厌恶的情绪，对用户来说，过载之后的信息就变成了垃圾。

（二）隐私保护

虽然微信在添加好友需认证、朋友圈设置可视范围等功能上对用户隐私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社会上利用微信进行不法活动的案例却屡见不鲜。微信涉及用户个人数据、隐私信息，如果保存和管理不得当，则存在泄露的可能性。例如对通讯录和手机备份资料没有安全设置或妥善保管。另外，用户利用LBS功能去做人际关系拓展的同时，也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

四、微信使意见领袖更加多样化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可以通过传播信息对别人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物，即意见领袖。研究发现，无论对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广播，意见领袖的接触频度和接触量都远远高于和大于一般人。因此，大众传播中信息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就是两级传播。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意见领袖”们可以不再借助于大众传播这个环节。它为这个“意见领袖”们提供了更为方便的传播手段，可以说新媒体催生了自媒体。只要你拥有话语权、拥有信息，你自己就是一个媒体，能吸引到关注你信息的人来关注你，随之产生影响力。微信作为很好的自媒体平台，吸引了非常多的自媒体人入驻。平等的话语权和操作简单、开放的公共平台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意见领袖”纷纷涌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变得更加多样化。

五、微信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

原始的信息传播方式应该是一对一的，是一种典型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初始形态和典型形式，它的突出特点在于：传播过程中的传者和受者均是个体，没有面向大众，也不涉及任何组织和团体。人际传播在本质上来说是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精神内容的活动。精神内容交换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媒体。书籍传播时代，出现了一对多的传播，这时大众传播的端倪。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微信传播将即时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相融合。微信的传播范围多为手机通讯录中的好友，属于群体传播。个性化的传播操作功能使得微信既具备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各自的优势，又突破了两者相结合的局限。移动终端上的微信不但可以令交流更加即时，其丰富多样的沟通方式也使得信息传播更具有精度、深度和广度。联系人间的信息发布传受由静态向动态转变，具有一级扩散能力，而且传播形式更加个性自主。微信越来越像一个移动的平台，通过“二维码+账号体系+LBS+支付+强关系链”的O2O方式融合了线上线下，既可以与熟人进行多种方式聊天，又可以通过“摇一摇”和陌生人交友，开启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融合传播的新时代。

六、微信与微博的比较

虽然微博和微信都是自媒体的代表，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一定区别。

（一）传播方式比较：微信侧重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微博侧重大众传播

微信侧重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即微信是“一对一”、点对点的传播，目标群体更具有针对性。微信涉及的传播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好友之间传播、朋友圈传播以及信息接收。“好友之间传播”是指通过微信从通讯录和QQ好友中互相添加为好友的用户之间的点对点双向传播。该类传播传受双方的关系比较稳定，传播方式与手机短信类似。“朋友圈传播”，是指微信用户在可通过手机接收到自己的朋友圈好友动态，也可通过手机拍照发送到朋友圈，并在朋友圈里进行简单讨论。传播范围跟自己的好友数量相关。微信“朋友圈”被定义为一种私密性的图片分享，限定在相互关注的“朋友”范围内。基于私密性，微信朋友圈的传播功能有“赞”和“评论”，但不支持转发，难以形成大规模传播。“信息接收”是指微信用户接收来自腾讯网站推送的新闻广播和来自公众账号推送的信息等，并可以向自己好友转发或分享到朋友圈。但是系统每天只发送两篇新闻，大大限制了传播能力。个人账号接收到信息后，分享给好友是一种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分享到朋友圈可以进行简单的讨论和点赞的交流，但是由于没有转发功能，微信传播无法形成微博那样的多级链条传播。

微博侧重大众传播，传播对象通常是不确定的陌生的多数人。微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平台，其传播可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交互传播，信息的发布者无法预知信息的发送和接受。微博既不同于传统的线性传播，又不同于即时通讯和手机的点对点传播，也不同于BBS等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它是一种裂变式传播，微博转发可以将信息转发给更多的用户，也增强了互动性。同时微博发送信息的频率不受限制，支持二次转发，可以大规模传播，传播范围广泛，具有大众媒体的特性。

应该说，微博是通知系统，而微信是通信系统，前者无须双方实线连接或者互动，比如，如果被关注者设置了更为开放的私信权限，那么其粉丝无须与之互粉即可发送私信，系统即可通知对方。而微信，双方彼此添加才可以实现交流，同一订阅号的不同读者也没有频繁互动，不同订阅号之间的交流也不是主流。这意味，微博承载的依然是传统的广播中心功能。微信更是一个I/O系统，承载输入与输出的功能。

（二）用户网络社交比较：微信强人际关系，微博弱人际关系

从用户的网络社交方面来看，微信是以强人际关系为主要社交关系。微信作为一款基于手机端的通讯软件，以个人人际关系为核心，通过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方式进行信息的生产和传递。从微信强关系来看，微信最基本的关系网络是基于现实生活关系的“亲戚”、“朋友”、“同事”等关系，这种关系都带有相互关注的特性，双方主要以点对点方式沟通信息。从微信弱关系来看，微信提供了许多功能，可以扩大社交范围。弱关系所传递的信息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用户信息，另一种是通过APP和公众平台等方式接收来自于陌生用户发布的信息。微信用户社交范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熟人交际圈、千米交际圈和陌生人交际圈。三个交际圈使微信用户社交圈从熟人向陌生人展开。

相对于微信，微博以单向关注的弱关系人际关系为主，易于人群的集结。在微博上实现社交的过程极其简单：通过添加“关注”即可成为对方的粉丝，“转发、私信”等功能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由这个添加“关注”行为所形成的是一种不对称人际关系。微博以单向的跟随关系简化了社交关系，用户可以随意关注他人以接受信息，而不需要形成双向的好友确认关系，这个过程易于人群的集结。

（三）传播效果比较：微信信息可信度高于微博

由于微信的传播对象多为手机通讯录中的熟人、朋友、亲属；微博侧重大众传播，传播对象通常是不确定的陌生的多数人，所以信息可信度高于微博。

微信与微博完全是具有不同基因属性的产品。微博有更强烈的传播和媒体属性，而微信有更强的黏性，更好的交流体验，是一条具有私密性的沟通纽带。

微信传播以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为主，传播基于个人社交关系，好友基本来源现实生活实际交往人群，微信账号绑定QQ号码和手机号码，用户以实名交友为主，导致其传播内容具有个人私密性和准实名制的特征。从产品基础功能来看，作为一款应用于个人社交通讯场景的产品，微信天然属于强关系产品，主要是熟人间聊天交流的工具，因此用户隐私得到严密的保护。微信着眼于点对点的精准定位，这一点决定了微信在产品功能上也做出了限制信息分享的功能限制，这些因素都导致微信的大众传播能力较弱。

微信可以接受腾讯新闻、公众账号信息广播、腾讯微博和朋友圈推送的信息。微信虽然有三种传播方式，用户获取信息的途径多元化，但是各种传播方式在传播频率、传播渠道、传播范围上存在一定限制，导致了微信对大规模群体交互有先天局限性。微信上的公众账号具备简单的广播能力，微信提供了公共账号的关注功能，有些“大号”的粉丝较多，可以实现简单的广播功能。但是，这些大号的传播量受到限制。因此，微信公众账号难以实现像微博一样高度互动的大众传播。

微博较之微信，即时化的个人媒体与大众传播机制的特点更为明显。在微博上添加“关注”行为所形成的是一种不对称人际关系，这种过程很容易将人际关系从熟人的圈子扩展到陌生人，因而使得个人社交范围大大拓宽，“粉丝”可高达数十万乃至上千万。松散的社交关系使微博具备了一对多的大规模群体交流的能力，从而使微博大众化传播成为一种现实。微博一对多的发布模式，借助转发使影响力几何级增长，赢得规模性话语权，并且进一步反作用于传统媒体。

表7-1　微博与微信对比表



	


	微博
	微信



	传播

类型
	大众传播

微博更像个人门户网站，具有大众传播特征。
	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

微信更多是朋友熟人间的点对点沟通与信息传播，微信群的信息传播属于群体传播。



	传播

对象
	以不确定的“陌生受众”为主。
	传播对象为“熟人圈子”，即：熟知的少数受众，具有个人通信、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特征。



	传播

速度
	即时性与延时性并存

博主发布消息后，其粉丝可以实时刷微博查看消息，也可能是延迟阅读信息。

接收者通过主动的刷微博接收信息，接收信息的时效性更多由接收者掌握。
	即时性更高

微信是一种即时传播，两人或群体之间发布消息后，对方可以即时收到信息。

接收者通过被推送接收信息，在线传播者的信息同步到达接在线接收端



	传播

内容
	公共性

微博上的传播内容多以公共性的话题为主，多涉及政治经济、国计民生。微博是开放的扩散传播。传播信息有公开性的特点。
	私密性

微信上的传播内容多以私密性的个人生活为主。微信是私密空间内的闭环交流，传播信息有私密性的特点。

微信近似于一个私人网络，人们是在亲朋好友以及认识的人之间分享信息内容。

微信对有价值的信息，传播者会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顺序传播，越有价值的信息自会被传播者传播的范围会更小。



	信息

类型
	140个字以内，图片、文字、链接。
	不限字数，可以是多媒体传播。图片、文字、链接、语音、视频。



	传播

效果
	社会效果强，个人效果弱

微博具有大众媒体的性质，其传播内容经过大范围转发易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压力，具有强效果；但微博内容对个人用户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弱。

由于有转发评论等功能设置，能看到信息的大量回复，其中不乏谣言传播和灌水现象，容易稀释或混淆真正信息传播内容。

ID有买卖价值，存在大量的僵尸粉。

“意见领袖”营销影响力较弱。
	社会效果相对弱，个人效果强

微信具有私密空间性质，且传播对象都是“认识的人”，增加了参与度和互动性。

微信属于熟人群体间的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度高，个人传播效果强。

信息的传播及评论等过程中，由于发布信息者是朋友熟人关系，参与人数相对较少，大大增强了信息对于用户的可信度。灌水率低，不良信息传播量大幅减少。

ID不可以买卖。

“意见领袖”营销影响力更强。好友间的“强关系”，使得微信上的意见领袖可能就是现实中的意见领袖。其观点更有可能影响群体成员，被接受程度更高。



	传播

结构
	放射状

微博的传播结构图是以用户为原点的放射状图
	圆圈加点线状

微信的传播结构图是一个一个的圆圈加上点线的综合图，呈现出不规则性



	用户

关系
	微博用户的粉丝之间多为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相互之间工作生活无交集。
	微信用户的好友之间多为亲戚、同学、同事等小群体。



	开放度
	高

能通过转发让很多的人看到。微博用户的关系网是公开的，用户的粉丝有多少有哪些，用户关注了哪些用户都是公开的。
	低

微信用户的社交关系网是秘密的，好友之间不可查看对方的好友有哪些。



	定位

功能

（LBS）
	不支持查看所在位置。
	支持查看所在位置。



	产品

载体
	电脑、智能手机等所有智能终端都使用。
	手机是微信的主要平台。




第四节　手机媒体的管理

伴随手机媒体在全球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认识到对于手机媒体应该促进发展与进行管理并重。手机媒体的优势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便携性高、交互性强，这些都是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等无法比拟的。与互联网一样，手机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体，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厦门“PX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12月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应民意，停止在厦门海沧区兴建台资翔鹭集团对二甲苯（paraxylene，简称PX）工厂，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在厦门“PX事件”中，包括手机媒体在内的新媒体，成为了民意表达和汇聚的新途径和新平台。

但是对手机媒体进行监管存在不少难点。

一、手机媒体监管的难点

（一）传播者身份的隐蔽性

较之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用户与行为更容易被追踪。在互联网上，管理者通常借助IP地址对可疑信息进行追踪，但是IP地址远不如手机号那样个性化。显然，只有人们用手机上网、通话、收发信息，管理部门可以相对便捷地对手机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不过，难题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为用户数量和信息量都很庞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至少是在短期内还无法做到全面的实名制。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政府不可能对每个手机用户进行审批登记，即无法对所有的手机用户实行实名制。其中的标志之一就是存在大量的预付费手机用户，如“神州行”、“动感地带”、“如意通”、“UP新势力”等。即使是后付费用户，如“全球通”，也存在号码转移、借用他人身份证登记等可能性。因此，在手机信息传播中，传播者身份存在较大的隐蔽性。

（二）手机用户的海量性

手机用户数，以及手机传播的信息量数以亿计，要想对手机媒体全面及时进行控制，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社会控制，对于手机媒体来说，显得苍白无力。有关SARS的短信传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三）跨地域传播带来的挑战

手机传播是跨地域、甚至是超越国界的。WAP、I-mode、3G手机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轻而易举地登录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站、BBS、博客和聊天室中，使得网络用户出现了地域上的极端分散性。网络的违法犯罪活动经常影响到很多国家与地区。在处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时，往往涉及管辖权方面的棘手问题。

（四）政策法规滞后

法律往往落后于科技的发展，手机传播的飞速发展与相关政策、法规、管理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同时，管理机构对于手机这个全新的媒体暂时还缺乏管理经验，管理手段和方法更新的速度往往慢于新问题产生的速度。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中的某些制度又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执行起来存在各种冲突或难以实现。

手机传播无疑带来了信息传播的新“自由”，不仅对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给原本社会既定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手机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传播作品的版权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二、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较之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和丰富的移动信息服务。由于手机媒体具有互动、开放、私密等特性，加之把关机制不健全，相应的管理政策和制度措施不配套，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传播虚假新闻、散布不良信息等方面。这些问题对手机媒体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危害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手机媒体存在传播虚假新闻的问题。这类新闻一般通过两种途径传播：一种是手机网站编译、转载了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的虚假新闻并进行传播；另一种是传统网站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向那些订制本网站新闻资讯的手机用户发出虚假信息，用户再把虚假信息转发、传播，从而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不少虚假新闻具有一定的轰动效应，借助人际传播的巨大威力，通常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2003年3月底流传开来的“比尔·盖茨遇害”的假新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条新闻源于美国一家貌似CNN的网站刊发的一则报道，在《中国日报》网站对该消息进行翻译报道后，国内网站纷纷转载，两家知名网站很快发布了手机短信报道，该新闻被评为当年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假新闻之一。

色情、迷信、暴力和赌博等不良信息内容在通过手机广泛传播，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某些商业网站为获取经济利益，开展了专门的情爱手机短信息定制业务，不少色情淫秽信息包含其中；某些手机网站上充斥着色情文字、图片、视频等不良内容，用户可以通过“包月”的方式“随意定制”、“无限量欣赏”。

再以手机出版为例。1997年1月，国务院颁发《出版管理条例》，要求出版单位实行责任编辑制度，以保障出版物刊载内容的合法性，主管出版业务的国家行政机关，通过书号的分配，以实现对图书出版的总体调控，这对传统出版而言，显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对手机和网络出版而言，它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现行的《出版管理条例》基本上属于预防制的法律条例，它要求出版实行责任编辑制度，以保障出版物刊载内容的合法性。另外，主管出版业务的国家级行政机关通过对书号的调配，实现对图书出版的总体调控这种带有浓厚行政和计划色彩的出版规则。虽然有不少弊端（比如书号的分配制度间接导致了买卖书号的流行），但在网络这一领域，可以把原来那套出版“游戏规则”变得毫无意义

第一，网络、手机可以使人们跳过出版社或杂志社，而直接在网络（包括移动通信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作品）。网络免去了传统的编辑出版所必需的“编辑、印刷、装订、运送、发行”的流程，可以通过鼠标的点击，方便迅捷地发表自己的著作。网络空前地满足了人们发表言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的需求，一个人只要能上网，他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地方把自己的大作“贴”上去。这样，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著书立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网络写手们根本不用去找出版社，而是把稿子直接送到网络，简单的“粘贴”和“发送”即代替了传统出版模式中的烦琐流程，又避开了复杂而严格的内容审查。

第二，网络出版不存在书号，因此完全可以不受书号的限制。书号已失去了对出版物的调控作用。这对以拥有书号以自重的出版部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第三，在网络出版中，作者可以不需要编辑出版部门的审查，即可将作品公之于众，因此对现行的责任编辑制度提出了挑战。众所周知，书刊的问世是要经过专家审查的，它向读者提供的知识信息必须具有可靠性。也正因如此，读者对书刊有信赖感，但是，在网络出版中，由于相当一些知识信息是未经有关专家审查而发表的，因此，其权威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

第四，网络技术带来的零门槛问题，使得人人都有可能进行出版活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监控和管理变的相当困难。出版物的内容是什么，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质量水平是否达到一定标准，粗制滥造能否加以惩处等问题都还没有准确的答案。网络出版在未来的顺利发展取决于网络出版的管理和组织能否有效进行。近几年网上垃圾造成的精神污染以及对社会的危害已受到关注，也给网络的发展造成阴影。

我国传统出版业中，由于出版社是精神产品的直接生产者，而精神产品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又具有很强的舆论引导作用，因此，国家规定出版社必须坚持国有国营原则，即只有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国有出版机构才是出版行为的主体，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不能成为出版的主体，否则就是非法出版。

第五，虽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涉及网络出版，但是大部分有关电子出版物的规定限定于“互联网”领域。相对于网络出版而言，互联网出版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17号）《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本规定所称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其作品主要包括：（一）已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内容或者在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二）经过编辑加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作品。本规定所称互联网出版机构，是指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批准，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由此规定可见，手机媒体涉及的网络并不一定是指互联网，因此在法律适用上，所有有关互联网的出版规定将不能完整适用于手机媒体。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在不能把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生搬硬套到手机及网络出版的情况下，通过什么手段来规范网络出版行为？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把现行的预防制法律条例调整为追惩制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虽然ICP（内容提供商）是否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合法出版资格无法确认，但认定其法律责任却相当容易给从事网络出版的公司提供一个合适的法律框架，只要其出版活动在框架规定的范围以内，就无需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和管理。

手机媒体与网络媒体在法律层面并无实质差异，完全可以比照立法和适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对著作权法的修改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颁布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部规章是在《互联网信息管理规定》基础上对互联网规范管理的深化，将网络出版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对规范国内网站的建设和活动，监控互联网上的信息，起到相应的作用。《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对网络出版的众多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全国互联网出版工作的主管机关；互联网出版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互联网出版不得宣扬邪教、迷信；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须经批准，等等。但是以上规定对手机媒体的特点而言还不够全面。

2008年，北京市决定对手机发布的公共资讯进行规范。对于通过手机短资讯传播和散布谣言并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将由北京市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和通信局及相关通信运营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

三、我国手机媒体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对手机媒体的管理，还处在摸索阶段。由于特殊的电信收费体制及含蓄的中国文化，中国短信文化十分发达，因此，现阶段我国对包括手机在内的手机媒体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负面短信的控制方面。

我国已经一些地方法规对手机媒体进行管理，如《贵州省手机报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借鉴了我国网络出版、网络传播管理法规一些成熟的做法，例如其第六条。但是该办法对手机媒体的概念、特征、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将手机媒体局限于依托传统媒体的手机媒体，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手机媒体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分类。按照其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手机媒体可以分为：不依托传统媒体的手机新闻出版，依托传统媒体的手机新闻出版。前者管理难度大，但是代表了产业主流与方向。后者可以比照传统出版的管理模式，管理难度小，但是从互联网发展走过的历程来看，却受制于已有的管理模式、人员结构、思想观念、资金运作等因素，很难成为新兴产业的主体。

（一）我国对基于短信技术的手机传播的控制

尽管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短信（包括彩信）的信息承载量十分有限，无法传播大量的多媒体信息和广告信息；因此，基于短信（包括彩信）技术的手机媒体、手机传播的前途并不被看好。但是它却是我国目前手机媒体的重要方式。对基于短信（包括彩信）技术的手机媒体的管理可以借鉴目前对负面短信控制的经验与教训。

尽管手机短信只是手机媒体的初级形式，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不良手机短信已经显示出对于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危害，为了不让手机短信沦为新的信息公害，我国有关部门应该加快相关的信息立法，全面加强管理和规范，在确保通信自由的前提下，涤荡阴霾和污垢，还信息时空一片洁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目前手机短信的发送主要有手机间点对点发送、通过人工声讯台发送、网站发送和计算机软件发送等方式，由于后两种方式有较强的群发能力，不良短信往往是通过后两种方式发送的。从技术上讲，移动通信运营商目前只能了解到短信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而不能监控到短信的内容，还很难对垃圾信息进行过滤。

1. 对负面短信的控制

负面短信的许多类型，从信源来看同网站内容提供商有关，即“以讹传讹”类新闻短信和黄色、灰色类短信。如果对网站的信源做好防范或监管的话，此类负面短信会大大减少。对于新闻类短信，网站编辑要极其慎重，不但求快更要求准，对重要或重大新闻要经过多方检验和核对证实后才予以发送，这样才会减少假新闻的传播概率。对于黄色、灰色类短信，经营短信的网站要加强行业自律，实现手机短信内容的净化。但这一点似乎难以奏效，在网站经营的短信类型中，这类“荤段子”下载和订购率是最高的，巨大的商业利益淹没了网站对公共利益维护的义务。因此需要监管部门对有关网站加强审核和监督，促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普通违法乱纪类短信和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类短信，其传播者难以事先确定和预料，故只能从加强信道监控和提高受众本身的防范意识着手。移动运营商应该主动担当起必要的社会责任，配合主管部门对短信信路进行监控。虽然依靠目前的技术只能识别信号的传输质量，而难以识别以及过滤信号的内容，如果要精确判断，只能靠人工完成，但面对巨大的信息发送量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不过移动运营商可以针对数量超乎寻常的手机或平台的短信内容进行抽检，防止其传播有害信息。

此外，可以借助其他媒体对手机用户加强不良短信的宣传，增强其防范意识。对有害短信，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法律手段规范短信息服务，例如欧盟就制定了“保护私人信息数据”行为准则，手机用户不再被动接收垃圾信息。在我国，手机仍处在被动接收短信阶段，如何帮助用户不接收或少接收那些不良短信，有关部门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出一套适合国情，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对于病毒类短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手机网络的防毒、抗毒和驱毒技术研发，以防患于未然。

2. 对短信内容服务商（SP）的管理

伴随短信传播发展的爆发性、增长的持续性，短信传受主体的多元交互性及其在新的传播模式中权利的分解与集中，短信传播内容的社会化、庞杂化及短信传播形态的人性化等自有特征的形成和张扬，短信的传播控制问题日益彰显。

经营同一种业务的短信内容服务商过多，很难从服务上分出优良，无法进行约束。手机用户的注册信息与运营商用户资料信息分离，经常出现服务商在不知道停机、欠费用户状态的情况下仍旧发送短信，产生无用的互联网短消息费用。内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导致用户投诉时无法迅速处理，造成用户对移动运营商情绪上的不满，从而影响与客户的关系。手机用户经常遭到乱计费乱收费，并且无法查询服务商的业务详单和相关费用。

运营商与各服务商双重服务，品牌不统一。一个服务商一个接入号码，既浪费了号码资源，又导致用户使用困难。现有的许多服务商客户服务系统无法受理短信定制、取消及投诉服务，给用户和运营商带来很大的麻烦。由于短信息只能是被动地接收，而不能主动地过滤内容，一旦运用不当，短信息服务就成为一种公害，造成垃圾信息的滥发。

现有的短信业务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阶层的用户需求，如何有效地控制短信传播，使这种新媒介的衍生物既能迅速发展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形成媒介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的传播管理挑战。任何事物，在缺乏控制，尤其是缺乏法律控制前提下的迅速膨胀，都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从调控标准来讲，对于短信传播的控制同对其他社会问题的控制一样，有两重标准：

其一，法律标准。法律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是短信传播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是短信传播行为规范的底线。

其二，道德标准。这是对短信传播行为的较高要求，强化短信传播的伦理道德建设是通过短信传播先进文化，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的重要保证。

要强化行业自律，建立服务商行业自己的游戏规则。一个没有自己完善的游戏规则的行业是没有前景的，存在状态势必是混乱的，因此移动运营商和内容服务商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这对短信传播的行业自我管理来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不光要有规则，还应该根据规则来管理，根据短信传播发展情况来修订游戏规则。

（二）我国手机媒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手机媒体作为高新技术的产物，是在媒体、通信等不同行业的交叉地带发展起来的，横跨多个行业，产业链条复杂，其发展速度之快，带来的问题之复杂，超越了目前的认知水平和管理水平，出现了管理责任不明、管理依据不足、管理力量薄弱等问题，也出现了行业发展受利益驱动明显、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产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管理责任不明，存在监管空白。手机媒体管理涉及不同行业和产业部门，在管理上存在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是按媒体属性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来实施管理，还是按电信增值业务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来实施管理？又如，是否与传统的管理分工相类似，对手机报纸、手机电视、手机广告等手机媒体业务分门别类由相关部门实施审批、监管？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准确答案，不少业务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没有纳入管理视野。

管理依据不足，缺乏法规政策。以手机报纸为例，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可以开办手机报纸？是否现有平面媒体都可以自动获得这种资格？能否允许新的主体运营手机报纸？如何对手机媒体的内容进行把握和引导？手机媒体的版权问题如何保证？手机新闻网站、手机电视、手机小说等也遇到了类似的管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法规政策尚不十分明确，制度措施尚不十分健全，如何引导手机媒体健康发展，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管理力量薄弱，不良信息泛滥。目前，各相关部门对新媒体的管理重点放在了互联网上，对手机媒体的管理关注程度不高，投入力量不大。一些手机媒体业务已发展到较大规模，但还没有纳入管理视野，形成管理真空地带。手机媒体基础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对产业发展的关注度很高，对行业管理的关注度明显不够，管理上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特别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免费WAP网站，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站点含有大量低俗、迷信内容，大量社区型站点允许用户自由发表言论而没有相应管理人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利益驱动明显，消费陷阱较多。由于无线互联网行业处于初创期，许多规则尚未建立或未被遵守，利益驱动机制发挥的作用很大，不少服务提供商为追求一己之私，费尽心机设置陷阱，诱导欺骗消费者。值得一提的是，免费WAP网站力图通过免费内容和服务聚拢人气，但基于资本的压力和运营成本的考虑，必须找到相应的盈利模式。为了能够持续运营，部分免费WAP网站打着免费旗号，与收费网站进行了收费链接，许多用户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扣取了费用。由于这些网站没有任何登记信息或联系方式，用户投诉无门，从而对无线互联网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产权保护不力，侵权盗版严重。由于免费WAP网站缺乏良好的盈利预期和盈利模式，缺乏持续创新的实力，而且大部分网站在业务内容审核方面缺乏相应的版权审核流程，不少免费WAP网站直接将不拥有知识产权的图片、彩铃和信息内容复制到自己的网站上，提供给用户免费下载或收取费用。这不但侵害了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阻碍了WAP业务创新，妨碍了无线互联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业务模式雷同，产业生态恶化。回顾有线互联网的发展历程，由初期的“烧钱”到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到打拼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目前，大量免费WAP站点正处于“烧钱”阶段，为用户提供免费内容和服务以聚拢人气、积攒用户。这种仅仅靠“烧钱”延续生命、靠“免费”吸引眼球的单一发展模式，有可能造成无序竞争状态，阻止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破坏WAP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模式，动摇移动互联网的产业模式。

（三）手机实名制的难点

2005年11月1日，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监会联合强调，要求基础运营商承担部分责任，根据用户的有效身份，实行手机实名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制定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提出手机用户将实行实名制登记制度。

其出发点在于：手机实名制将对利用手机短信息进行潜在的犯罪活动起到威慑作用，对手机用户进行有效身份登记将使公安机关打击违法行为更为有效；实行手机实名制后，无法追查机主是何人的情况将有所改变，不仅消费者能从中受益，运营商也将减少话费欠费死账，等等。

我国手机实名制原计划2006年12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但是事与愿违。

2010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文件，“手机实名制”从2010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消费者去营业厅购买手机卡，必须持身份证才能办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2010年9月1日起，全面实行新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第二阶段：以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相关法律出台为依据，用三年时间做好老用户的补登记工作。但是，如果用户不登记，不会被强制终止手机服务。一位运营商内部人士坦言，手机实名制的实施难度很大，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可能会因为嫌麻烦不办理入网，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运营商的收入。

客观地说，我国推行手机实名制是不成功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手机用户超过10亿，工作量极大

推行实名制涉及庞大的老用户群，这是实名制要面对的第一道难关。目前，我国手机用户超10亿，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后付费用户早已按实名制的入网程序执行多年。实名制政策实际上针对预付费的手机用户。

因用户群数量庞大，实名制对运营商来说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对用户来说也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和不便。很多用户可能无法理解重新登记问题。因此，必须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解决老用户的问题。我国推行实名制的老用户基数太大，应当尽量简化、方便登记手续，比如异地号码在本地就能够登记。

老用户重新登记面临绕不开的法律难题。单凭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能否对拒不登记的老用户实施强制措施，信息部门是否有权对这些老用户采用强制停机的手段等都值得商榷。用户购买手机卡，便与运营商形成合同关系。如果他们没有违反原合同规定，移动运营商因为部门规定单方面停机，等于终止合同，运营商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合同法》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要高于部门制定的文件。

事实上，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20世纪末，我国移动数字网全面建成，有关部委曾统一部署各地关闭模拟网。当时天津模拟网手机用户实际只有几千户，涉及人数不多，又有部委文件，按理说很好办，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是因为涉及法律问题，在规定关闭期限之后，天津模拟网又运行了很长时间，最后费了很大劲儿，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才说服客户同意转网。几千户尚且如此，而手机实名制将涉及全国10亿多用户，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人们担心，弄得不好，手机实名制方案会成为一纸空文，这样影响的将不仅是信息部门的声誉，而是整个政府的形象。在公民法律意识越来越高的今天，任何一家移动运营商都不愿贸然行事。如果老用户拒不登记，又无法收回他们占有的号码，不但运营商经济损失大，手机实名制也将陷入尴尬境地。

2. 身份鉴定如何保真

实名制中的身份鉴定如何保证？用假身份证登记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目前国内假证制作太容易，制作成本低且渠道也比较通畅，开户时运营商的营业人员或者难以辨别身份证真假，或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用假身份买手机卡或开户也并非难事。一位专家指出，这种情况下恐怕效果离治理者的预期要差很远。

有的消费者不愿意提供身份信息，而运营商为了争夺市场迁就用户，使实名制推行受到阻力。有专家认为，国内的手机卡最早需要本地户口或者需本地户口作担保才能办理，许多人特别是外地人抱怨不已，限制了运营商业务的开展。而不注重实名身份的预付费业务推出后，发展十分迅猛。如果再推行实名制，会让许多消费者觉得不方便而再度制约业务发展，毕竟外来务工者、学生等人群已经成为手机用户主要增量部分，这部分消费者看重不记名预付费的来去自由、方便快捷。

要求运营商对短信加强监管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垃圾短信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运营商的平台发布，对此运营商可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屏蔽；另一种是不法的群发公司使用不记名的SIM卡，通过群发工具发布，运营商一般的监管手段很难奏效。所以，扫除垃圾短信的难点在于治理群发公司，而群发公司掩护自己的重要工具，就是不记名的SIM卡。

此外，即使所有手机用户都登记真实资料，照样存在发送不法短信的空间。如果违法交易行为没有发生或没有被掌握，即使不法短信发送人登记了真实身份，公安部门也不能据此给予任何形式的处罚。

3. 私人信息如何保密

大量用户的真实私人数据能否保证不外泄？很多用户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会被泄露出去。虽然按规定用户信息只有运营商掌握并保密，但现在的手机销售网点遍地都是，用户登记的个人信息很难保证不被中间渠道泄露。中国的信用体系特别是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完善相关的用户信息披露制度，比如对中间渠道商的信息保密规定，对用户资料查询的授权规定等，以充分保护用户的隐私。政府必须同时规定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密制度，比如只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法定程序查询个人信息。

手机实名制管理的首要目的是遏制屡禁不绝的不法短信。手机实名制的实行，能为公安部门侦破不法短信提供方便，但仅靠实施手机实名制，要根除不法短信难度很大。

四、发达国家对手机媒体管理的政策和法律

目前，全世界只有对移动通信行业、手机用户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规，却没有一部对手机媒体进行管理的法规。

目前全世界手机媒体最为发达的国家是日本，但是日本对手机媒体的管理依赖的是行业自律。其民间的有关手机媒体的行业协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日本特殊的自律文化，其对手机媒体的管理经验很难移植到中国。

在美国、欧洲、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对移动通信行业的管理法规比较健全。其管理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具有拍照摄像功能的手机的管治以及手机实名制的推广上。美国的手机媒体主要集中在手机搜索、手机商务、手机视频等方面，手机媒体在美国刚刚起步，因此还谈不上对手机媒体的管理。新加坡、韩国等国为了打击借助于手机的犯罪活动，推行手机实名制；但是，在人口、幅员、国情与上述国家大相径庭的中国，全面推行手机实名制的难度太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委酝酿手机实名制已经多年，但是始终无法在可操作性上有所突破。在许多国家，具有拍照摄像功能的手机对隐私的侵犯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因此成为了这些国家立法规制的重点。

显然，对手机媒体进行立法管理，在全世界都属于摸索阶段。

（一）对手机管理的有关规定

对于手机铃声或手机通话在公共场合造成的噪音污染，完全是一个使用者使用习惯和公德意识的问题。虽然手机铃声早已从当初单调刺耳的振铃进化为立体声和弦，各种美妙的音乐成为其素材，在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时间，它能给人带来享受和放松，但在一些特殊的公共场合，如图书馆、展览馆、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教室等地方，即使铃声再美妙，它也会破坏安静的气氛，成为让人恼怒的噪音。在特定的公共场合最好能关机。而在一般的公共场合应招贴醒目的标示，提醒人们降低手机铃声或调到震动，并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通话。此外应加强公众的自律意识，养成公共场合文明通话习惯。

对可拍照手机侵犯隐私权或窃取机密的控制，实际上针对的是传播者自律和他律的问题。侵犯隐私权并不是拍照手机的错，而是使用者的错。因此，应该对使用者在他律上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一些国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限制这种“隐蔽照相机”的使用范围。

（二）国外实行实名制的做法

1. 韩国

早在2002年8月，韩国信息通信部针对手机广告短信泛滥出台了一项严厉措施：广告商在发布手机短信广告时，必须注明“广告”字样和发送者的单位、电话及手机号码，同时对于滥发垃圾短信者，个人可处以最高8 500美元的罚款。

手机在韩国十分普及，而韩国对手机的管理也有其独到之处。手机实名制是韩国对手机管理的“最有力武器”。无论是韩国人或外国人在韩国买手机，必须用身份证进行登记。韩国实行一户一网、机号一体的手机号码入网登记制，而且机芯内不设“卡”。手机丢了，只要向电信部门申报，便立即断网，丢失的手机也就彻底作废了。目前，韩国已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信息库”，只要把顾客身份证号码输入电脑，并与信息库相连，即刻便能鉴别真伪。而韩国电信还建立了一套报警系统，以防犯罪分子用别人的身份证购买手机。例如，某人用别人的身份证购买手机后，只要一通话，电信部门就会立即给身份证的主人打电话进行核实，一旦有假，立即停机。

韩国实行手机实名制后，手机销售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更火。由于韩国手机使用费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再加上服务周到，比较安全，所以韩国人更换手机的频率相当快，这成了韩国手机市场发展的原动力。

2. 东南亚

泰国是实施手机实名制的典型国家。从2005年5月1日起，泰国推出一项针对手机预付费卡的管理措施，要求购买预付费SIM卡的用户提供身份证或护照。要求现有的2 150万预付费用户和在泰国的外国手机用户必须在6个月内将其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提交给各自的运营商，并要求运营商的客服中心与每个用户进行联系。政府警告说，如果用户没有在SIM卡登记的最后期限内进行登记，将对其终止服务。

新加坡于2005年10月也宣布从11月开始实施手机实名制，新加坡政府官员表示，当地预付费用户高达140万，市场占有率为35%。然而，过去不少运营商或经营者选择以手写方式，抄录用户资料，不但容易出错，还可能发生犯罪分子利用人头户申请手机号，从事不法勾当，诱发社会治安问题，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推出新措施，同时规定，15岁以下用户不被接受登记，而且每个人最多只能拥有10个手机号码。从2005年11月1日起，身份证扫描辨识系统遍布新加坡的卖场与通讯行，强制预付卡消费者登记个人基本资料。

印度尼西亚的手机用户中90%以上用的是预付费手机。由于恐怖分子和罪犯频频使用这种无需身份登记的手机作案，政府决定从2005年10月起，对印尼全国所有手机进行注册，拒绝登记的用户将被停机。这种做法也被泰国政府采用，用来防范泰国南部的极端分子利用手机作案。

印尼政府进行手机登记的直接原因是手机成了恐怖分子作案的辅助工具，贩卖手机充值卡成了恐怖分子筹集经费的重要手段。在2002年的巴厘岛爆炸案中，有一颗炸弹就是用手机引爆的。2005年10月，巴厘岛发生了第二次恐怖爆炸，警方在现场查获了两颗未被引爆的手机炸弹。印尼由于岛屿众多，交通不便，通讯主要靠手机。以前，人们购买预付费手机不用进行身份登记，即使登记也是走走形式。现在，印尼政府意识到，对所有手机进行登记如同切断了恐怖分子的耳目。因此，印尼政府将登记截止日期定在了2006年4月。从实际效果来看，用户登记并不踊跃，经过两个月的登记工作，最大的电信公司登记了不到25%的用户，到第三大电信公司登记的用户不到5%。

3. 印度

和其他领域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相比，印度电信业的发展可谓“一枝独秀”。2012年3月14日，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宣布，截至2012年1月底，印度电话用户总数达9.36亿，较2011年12月底的9.27亿增长1.04%。其中，印度移动用户总数累计达9.04亿，较2011年12月底的8.94亿增长1.11%。固话用户仅有3 239万，较上年12月减少0.9%。

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出现用手机进行金融诈骗的苗头，甚至有恐怖分子在2005年10月发生的新德里连环爆炸案中，用手机引爆炸弹。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政府在中央调查局中设“网络空间犯罪调查部”，负责调查手机及互联网等虚拟空间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十多家网络运营商无一例外地被要求严格执行手机用户的入网登记制度。在开办新手机业务时，每个人都要填3页纸的表格，里面详细记录了姓名、家庭住址及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内容，有的甚至还要填写父母等直系亲属的姓名，以防止因重名引发管理混乱。直到所填写的内容经过验证后，网络运营商才会按照用户选择的号码发给用户相应的SIM卡。随着竞争的加剧，印度也出现了使用充值卡的手机，用户买这种手机不仅需要在开户时进行登记，而且在买卡充值时还要当场登记该充值卡的序列号以及想要充值的手机号码。如果该充值卡中的钱被充入了其他号码的手机，一旦被发现，网络运营商马上会打电话进行质问。

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手机付费制度与我国相同，两种制度并存。对于后付费用户，已经实施实名制；对于预付费用户，从2004年起，等同实名制一样管理。管理工作由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负责。Telstra有一个手机用户数据库，该数据库与国家信息安全库相连。澳大利亚共有四大移动运营商，其他运营商的同类信息根据政府要求也由Telstra统一管理。

5. 美国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全面加强了对手机等通信工具的监控，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通过立法对国民进行大范围监听。2001年10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爱国法》，法案允许联邦调查局使用“漫游监听电话”系统。据《纽约时报》报道，2002年布什曾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可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监控国际电话和电子邮件。从那时起，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境内的500人、境外的5 000人至7 000人实施了全天候监听。美国国会对《爱国法》的延长进行辩论时，布什承认，“9·11事件”后，他曾30多次授权进行监听，每45天进行一次审议。

在社会层面，手机服务商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开通手机长期服务，服务商会要求用户签一份合同，用户要在合同中提供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安全号”，这个“社会安全号”记录着用户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住址、电话、电子邮件地址、驾照号码和以往信用状况等。在使用方面，美国政府及媒体不断提醒民众，在商场、餐厅、副食店等处付款时，要留心那些拿着手机、离你很近的人。目前，在美国的许多公共场所，如游泳池、存包处等地方是禁止使用拍照手机的。此外，据《今日美国》报道，有上网功能的手机可以从网上下载色情信息，美国最大的手机服务商推出了手机内容过滤装置和密码锁，以防止未成年人购买色情信息；美国移动电信工业协会也公布了手机内容分级标准。但美国家长和社会舆论仍十分担心。

在美国，虽然移动运营商通常并不要求用户提供身份证明，但是要求用信用卡支付手机费用，这是变相的实名制。

6. 日本

日本是全球移动通信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通3G商用网络的国家。截至2005年10月，日本共有移动用户数8 936.5万，移动通信人口覆盖率高达70.6%。移动通信已经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现象，预付费手机犯罪现象尤为突出。

从2004年起，日本流行“是我是我”的诈骗方式。犯罪分子拨通电话，冒充通话方家人，谎称发生事故要求通话方向指定银行账户汇款，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根据日本警视厅的调查，在2005年1月至6月的手机“是我是我”诈骗案件中，93%的案件使用了预付费手机，成为预付费手机犯罪的突出代表。

面对预付费手机犯罪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政府立即着手处理。

一方面，通过立法规范打击手机犯罪行为。日本自民党、公明党两党联合作出决定，为了遏制使用“是我是我”诈骗案件中经常使用的预付费手机以及普通手机进行犯罪并规范体制，将通过议员立法的方式来进行约束。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开始考虑禁止预付费手机业务。由于犯罪分子使用预付费手机进行犯罪活动，使运营商难以对其进行追踪。但是，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预付费犯罪事件对运营商造成影响，要求日本媒体禁止对预付费业务事件过多关注，保持事件的冷静处理。

在日本，移动通信的发展与运营商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在移动通信发展初期，为了使业务能够快速开展，日本运营商采取了机卡不分的政策，用户通过与运营商签约来获得手机终端。随着日本移动通信的进一步发展，运营商对机卡合一的终端需求有一定的降低，但为了配合新业务的开展，同时加强对用户的控制，减少用户流失，日本运营商依然采取协议入网的方式来发展新用户，使得在日本移动用户中，后付费的签约用户占了绝大多数，预付费用户比例较少。

尽管如此，日本运营商早在2000年就已经注意到预付费手机犯罪的问题，采取了行业联合管制的方法进行预防。2000年5月12日，日本5家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J—Phone（即现在的Vodafone K. K.）、IDO、DDI Cellular、Tu—Ka Cellular（IDO、DDI Cellular和Tu—Ka Cellular已并入KDDI集团）等公司联合宣布，针对日益严重的预付费手机犯罪问题，共同协商采取防范协议。根据协议，新入网的预付费手机用户要向运营商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用户依据协议获得的预付费手机，要在移动运营商将手机送到申请书所记载的住所、姓名取得确认后方能获得。针对已经入网的用户，呼吁提供其住所、姓名等个人信息。

协议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时间，只是要求各公司在完成准备工作后尽早开始实施。此外，协议规定预付费手机同普通手机一样，用户应根据法律配合警察等司法机关，提供必要的信息。

除了实施行业联合管制、对新入网的预付费用户实施新政外，日本各运营商还依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已有的预付费用户也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在已有预付费用户方面，以日本三大移动运营商来说，排名第一的NTT DoCoMo公司用户基数达到4 994万，其预付费用户仅有6万人。相反，排名最后的Vodafone K. K. 公司拥有150万预付费用户，占其用户总数的10%左右，是日本移动运营商中预付费用户比例最高的运营商。不同的用户规模使运营商在处理预付费用户事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

NTT DoCoMo公司——直接关闭预付费业务。NTT DoCoMo公司于2004年12月开始要求预付费用户提交真实姓名以及公司名称进行身份认定，但并没有根除预付费手机犯罪的问题。为了阻止欺诈性犯罪得以继续蔓延，NTT DoCoMo公司于2005年4月起正式停止移动电话预付费服务。

KDDI公司——未采取针对性措施。KDDI公司预付费用户约有105万，占公司总用户数的4.3%。由于KDDI公司的预付费用户主要是国外旅游者在日本短期租用的手机用户，因此KDDI公司暂时没有面向预付费用户采取针对性措施。

Vodafone K. K. 公司——冻结涉嫌欺诈账户。由于预付费用户众多，Vodafone K. K. 不能采取停止服务的举动，但它采取冻结账户的方法来防治犯罪。2005年1月25日，由于受到欺诈性账单以及其他犯罪行为的影响，Vodafone宣布单方面停止部分预付费移动电话用户的服务，仅2005年1月就冻结了200多个预付费账户。同时，Vodafone K. K. 公司还要求新注册用户提交姓名与住址。

目前，在日本买个手机很麻烦。除了出示驾照、学生证等证件外，购买者还要说明自己在日本至少居住3个月以上。在签购买合同时，需要填写姓名、住址、固定电话、邮箱等内容，店员还会耐心地告诉你搬家时要通知移动电话商，每个月别忘了根据邮寄的话费单去交费。完成这些手续后，店员还需要大约20分钟来通过总台确认身份、完成手机网络登录等。如果买手机的人很多，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买走手机。在使用过程中，电话公司有时会和话费单一起寄来预防手机犯罪的广告，警告机主不要随便把手机借给别人使用，以防他人通过手机进行网上交易。

从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针对预付费手机用户采取实名制，要求用户提供姓名和住址等个人信息是预防预付费手机犯罪的重要手段。我国移动市场上出现的黄色短信泛滥，短信欺诈等案件日益增多等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使我国手机实名制的实施问题必须提上日程。在实施预付费手机实名制的过程中，政府的立法与运营商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在实施手机实名制的工作中，运营商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预付费手机是运营商业务收入的重点。我国的手机用户已有10亿，其中大多数都是不记名的预付费用户。近年来，我国城市中高端用户市场逐渐饱和，使用预付费业务的低端用户逐渐成为手机用户增长的主要部分。实行手机实名制会影响此类用户的增长，继而影响运营商的收入。另一方面，实施手机实名制后，现存的庞大预付费用户信息如何重新登记，登记带来的成本支出也需要运营商仔细平衡。

在中国实施手机实名制还存在着不少困难。首先，中国预付费手机用户数量庞大，完成全国预付费手机用户的实名登记制度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像NTT DoCoMo公司那样关闭预付费业务显然是不现实的，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其次，用户身份的审核难以实施。不准确的信息会使实名制名存实亡，但运营商难以保证用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身份核对的操作也难以执行。最后，要求运营商加强用户信息的保密制度。

从日本的经验看，预付费业务确实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对运营商来说，也是发展用户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是不记名预付费业务的大力推广，也加大了公共安全部门对防止与查证用户骚扰、欺诈等侵犯用户公共安全行为的难度，从广大的用户消费群体利益出发，政府和运营商应该积极考虑采用实名制方式。当然，在实施过程中应采取稳健的态度，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五、加强对手机媒体管理的对策

手机既是个人通信载体，又具有大众传媒性质，涉及不同行业和产业部门；手机传播信息数量庞大、内容繁杂，技术条件和标准要求高；手机信息的发布、传播、处理等具有随意性、传播时间短、影响面广等特点，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收者不容易掌握；参与手机新闻传播业务的既有各类企业，又有新闻媒体，主体复杂。所有这些，都使手机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管理更加复杂。对于这一新兴媒体，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如何对手机媒体业务特别是其中的内容信息加强监督、管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防止违法和不良信息通过无线互联网传播，是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对手机媒体的管理途径

在手机媒体的发展中，政府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是手机媒体的管理者，还应当是新媒体发展的促进者。政府有责任净化手机媒体内容，保障手机网络安全，使这一新兴媒体得到蓬勃发展。

控制和自由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这里的控制策略的制定，必须结合手机媒体的实际情况，不能沿用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办法。

手机媒体的便携性、开放性、自由性、互动性和低成本化为“噪音”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手机媒体的突破地域、时间界限等特点也为手机媒体的控制增加了难度。对于传统的大众媒体，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控制媒体的立场，保证其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但对于手机媒体来说，一些有形的控制手段很难奏效，国家难以全面及时地监控海量的信息与用户。

目前对手机媒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控制途径：

1. 加强手机媒体的法律法规建设

这是一种硬性控制手段。目前，世界各国的手机媒体立法才刚刚起步。立法毕竟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更大的难处在于执法的障碍重重。对手机媒体信息传播的监控，对违法事实的调查、取证，部门之间协调等都是执法部门的新课题。

从21世纪初开始，手机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手机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便携性高、传播范围广、信息量大、交互性强等巨大的优越性，成为引人注目的“第五媒体”。但是手机媒体中的信息在权威性、可信度、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性方面等不如传统的传播方式，同时在手机媒体中还存有一定数量的黄色的、反动的、虚假的信息垃圾。因此世界上一些国家先后颁布了相关的法规对手机媒体进行管理和控制。

2. 加强手机媒体伦理道德规范

虽然这只是一种软性的控制手段，但也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手段。毕竟控制的最高境界是防患于未然。道德与法律一起成为现代社会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安定的两大支柱。道德通过舆论、习俗、信念发挥作用，法律通过威慑和惩罚发挥作用。手机媒体作为现代人生存的第二空间理应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伦理体系。

法律是最昂贵的社会组织工具，它的作用常常产生在事后，这就使得法律失去了人们可以信赖的共同期望，人们不能指望有法律杜绝违法行为的产生，就使得社会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成本用于实施法律之外的民间保障行为。如亚当·斯密所说，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道德的实质就是同情心，就是对同胞的爱和对自我利益的克制，这是受个人利益支配的命令，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迫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道德自律对手机媒体或对其传播者的作用要大于法律的作用。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变得丰富多彩，才会运转有序，才会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时代主旋律。

日本的手机媒体基本上采取的是伦理道德约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根植于日本文化的管理模式能否移植到中国，显然是值得深思的。

3. 技术管理

有效地克服手机媒体带来的负效应，除了加强政府对手机媒体的监管、对手机媒体进行法制管理、倡导文明的网络道德外，还有技术措施即以技术对抗技术，进一步加强技术控制。

例如，对于垃圾信息问题，可以通过开发技术控制信息污染产品，采用反垃圾过滤器解决；对于手机病毒问题，可以培养专门的手机媒体安全专家，研制手机病毒防范措施，增强反病毒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病毒检测、病毒消除、病毒免疫和病毒预防等方面努力研制新产品；对于反动、色情信息的防范，可以通过过滤软件来实现。高新技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手机媒体中的不良信息屏蔽在用户所能获取的范围之外。

（二）加强手机媒体管理的具体策略

对手机这一新兴媒体，应当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通过科学规范的管理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应当坚持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充分发挥这一新兴传播载体的独特优势推动各项工作取得进展；应当既借鉴网络媒体管理过程中积累的有益成果和丰富经验，又要吸取“先发展后治理”带来的惨痛教训，避免管理工作过度滞后于产业发展。

1. 明确手机媒体定位

目前，手机还定位于通讯行业，缺乏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应该具备的丰富的原创内容、健全的采编体系、完善的运作机制、专业的从业队伍，也缺乏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应该具备的公信力和社会地位。应该看到手机作为一种新型大众传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看到手机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开展跨界技术整合和内容整合是大势所趋，看到3G应用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媒体市场，从而将手机媒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介加以对待。要从政策上加以明确，从发展上加以引导，从管理上加以规范，打破不同行业和产业的壁垒，在通信业务与传播媒体的互动、互补中找到新的合作和发展模式。

2. 推动电信与传媒行业融合

融合是大势所趋。按照“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要求，有线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之间实现“三网合一”，将会使资源得到充分整合，节省上千亿的重复建设费用；手机与传统媒体这两大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也将创造出几千亿的经济价值。移动通信和传媒产业有很强的互补性，两者结合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量身定做的媒体内容和传播方式。一批主流媒体正在积极推动与3G技术的互相渗透与融合，构建立体化的传播平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传统媒体在无线互联网领域才刚刚起步，新闻网站也只是进行了初步尝试，手机媒体业务还处于延伸和补充地位，不同行业之间的渗透融合之路还十分漫长。

3. 推动新闻媒体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无线互联网是一个崭新的业务领域，手机媒体是一种全新的传媒形态，新闻媒体正面临着发展壮大新闻事业的良好机遇和广阔天地。应该看到，当前整个互联网正从门户时代向服务时代过渡，从桌面互联网向掌上互联网转型，在移动互联网实现终端融合、业务融合和网络融合，预示着互联网产业的重新洗牌，主流媒体完全可以有新的更大作为。主流媒体要努力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熟悉和掌握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积极运用先进的通信手段，充分发挥自己权威的传播地位、丰富的信息资源、良好的管理经验、过硬的人才队伍以及稳定的受众群体等优势，转变观念，创新思路，实现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型传播手段的有效结合，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三）学会运用手机媒体

新闻和信息的合理运用是成功的关键。合理运用新闻和信息，就必须遵循新闻传播原理，加强对各种媒体的科学掌控和运用。特别是面对现今时代多元化、即时性、多样性的舆论生态环境，必须积极运用手机媒体这一最新的传播载体，顺应新闻规律，提高传播技巧，主动设置议程，及时发布信息，努力占得舆论引导的先机，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1. 创新新闻宣传理念

手机媒体对传统新闻传播理念甚至网络新闻传播理念造成的冲击开始显现。手机媒体受终端显示屏、用户使用习惯等的制约，体现出自身独有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变革传播观念，探索传播技巧，关系到手机新闻宣传成效，关系到手机媒体竞争力强弱。手机媒体与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在新闻宣传中要“求同”，也要“求异”，即在新闻宣传内容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上必须一致，在新闻选择、话语结构、信息形态、传播方式方面则要体现出差异性。

2. 创新手机媒体内容

新媒体从本质上说无非是新的内容发行平台和分销渠道，而这必然带来所需内容的重大变化。手机媒体要发展壮大、走向成熟，一定要有量体裁衣、适合自身传播的信息内容。现在出现了试验性的、专门供手机媒体刊播的新闻、评论，以及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内容。要研究用户需求，丰富服务功能，针对用户群体的差异、接受心态和阅读习惯的变化，运用体现手机媒体特征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进行传播，不能照搬照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内容。

3. 打造新兴舆论阵地

手机媒体相关业务发展很快，要密切关注发展态势，适时制订发展规划，着手打造主流手机媒体网站，建设无线互联网上权威的综合信息发布和服务平台，不失时机地占领新闻传播制高点。国家主流媒体，特别是重点新闻网站要充分发挥信息、资源、人才等各方面优势以及网络媒体建设经验，主动掌握最新的科技手段、驾驭最新的传播渠道，开展手机媒体业务，使新技术为我所用。要积极应对传播手段更新带来的挑战，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新闻宣传管理工作的要求，在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确保手机这一新兴舆论阵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要高度重视手机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发挥舆论主导作用。

（四）加强手机媒体的管理

手机媒体是一种新媒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既有的管理办法并不完全适用。手机媒体是一种“自媒体”，它让每个人都变成了移动的信息发布者、传播者、接收者，对既有的新闻传播秩序构成了挑战。手机媒体将一切内容和行为都高度技术化、介质化，传统的管理手段往往难以奏效。如何科学有效地对手机媒体实施管理，推动整个无线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1. 明确责任主体，理顺管理体制

现在一些手机媒体业务影响很大，但没有明确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或者没有将其作为管理重点，行业发展环境不容乐观。要将这一新兴媒体尽早纳入关注视野，明确责任主体，积极实施管理。手机媒体管理涉及不同行业和产业部门，要明确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2. 健全法规制度，严格依法管理

要适应手机媒体发展状况，体现手机媒体特点，抓紧制定相关管理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可以借鉴互联网相关管理规定的要尽快作出解释，避免管理工作相对于产业发展过度滞后，出现“先发展后规范”的情况。要尽快对从事新闻信息服务的手机网站、手机报纸等的资质审批、内容监管作出具体规定，引导手机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3. 完善技术手段，强化技术管理

手机媒体是最新通信技术发展的产物，在管理上的技术要求很高，要注意不断完善技术手段，提高管理的技术含量。要建立对不良短信息、不良WAP网站的监控系统，及时发现这些信息并及时予以处理。电信运营商要继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建立相应的工作流程，积极配合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加强对SP的技术监管。

4. 推动行业自律，强化自我约束

要坚决禁止违法和不良信息通过手机媒体传播，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要制定自律规范，强化自我约束，在适当的时期组织成立中国无线互联网行业协会。电信运营商要主动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任务，协助健全信息服务类业务的管理和控制机制，促进无线互联网行业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5. 规范免费WAP网站管理，实施登记备案制度

免费WAP网站数量庞大，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当前要重点加强对这类网站的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04年建立了无线增值业务经营许可证颁发制度，严格考核从事无线增值业务的服务商的各种资质；各运营商根据主管单位的授权，为获得许可证的服务商开通相关业务，这种上下结合的管理流程较为有效地保障了信息内容健康有序。对于免费WAP网站，建议由行业管理部门分类进行登记或备案，掌握准确情况。各运营商对已经登记或备案的网站予以接通，否则不予接通。

6. 加强理论与实务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导帮助

今天，公众认识世界、辨别真伪以及形成观念，对于信息媒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手机媒体正在成为人们的信息伴侣、娱乐伙伴，成为个体与社会联系的枢纽。对手机媒体这一新兴事物，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容到技术都还处于探索之中，迫切需要加强相关领域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导帮助。当前，要深入研究手机媒体对现有媒体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提出的新的挑战、对传统产业政策的突破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要研究手机媒体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和新形势下媒体发展战略，推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与移动通信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建设主流新闻媒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发挥主流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要研究如何适应信息产业发展规律，进一步引入市场化运行机制，深化新闻媒体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灵活高效、适应新技术发展的新闻媒体。要深入研究媒体的跨界整合趋势和手机媒体的内容创新问题，为占领无线互联网舆论阵地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研究手机媒体管理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切实通过科学规范的管理营造出健康有序的行业环境，迎来手机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

（五）尊重手机媒体发展的特殊规律，创新手机媒体管理的原则

1. 尊重手机媒体的特殊规律，确立正确的立法原则

手机媒体有其特殊的产业发展规律与技术特点，在制定有关手机媒体的政策与法规时，要避免鸵鸟政策。

作为网络媒体的延伸，在对手机媒体进行立法管理时，要借鉴我国对网络媒体管理的经验教训。手机媒体是跨地域和跨国界的，因此我们在立法时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并借鉴其经验教训。

政策制定与立法的原则应该是顺应和促进手机媒体产业发展，规范与发展并重。手机媒体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分类，按照其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手机媒体可以分为不依托传统媒体的手机媒体和依托传统媒体的手机媒体两种。前者管理难度大，但是代表了产业主流与方向。后者可以比照传统媒体的管理模式，管理难度小；但是从数字新媒体发展走过的历程来看，后者受制于已有的管理模式、人员结构、思想观念、资金运作等因素，很难成为新兴产业的主体。我们的政策法规不应该制约前者的发展。

我们目前对新媒体的监管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重“规范”、轻发展。政策法规本应该是促进媒体产业的发展，而事实上许多政策法规却是在制约其发展。

例如，2004年7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曾经颁发《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即“39号令”），对包括互联网、手机、电视等不同终端在内的视频内容给予了诸多规定。“39号令”规定：“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该许可证根据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类核发。而互联网企业得到的许可证数量并不多。“39号令”还规定，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利用一切视音频摄制设备“拍摄、录制的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均属广电总局监管范围之列。

然而，目前技术水平不具备实时监控和过滤的能力，如果要求所有网上的视频内容都申请许可证，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巨大的审核办公室。否则，大部分内容都没有时间来审理。

2007年12月2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一项新规，规定互联网视频公司须是国企或国资控股。从2008年1月31日起，申请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企业，必须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而且三年内无违法纪录。根据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

互联网没有国界，对本土视频网站的内容的过度监管，可能会使得部分网民转而投向国外网站，使得国内视频产业发展落后。显然，简单地把管理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的方法转移到数字媒体上，是不利于其发展的。

手机传播是零门槛的传播方式，在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中，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传播主体，因此，很难采用传统的出版审批制进行管理。鉴于手机媒体的特殊规律，建议区分企业和个人的手机媒体行为，并采取“登记制+追惩制”进行手机媒体的管理。

由于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化出版方式，是整个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方向，纸质媒体日落西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必然。因此，在立法上应该鼓励传统出版社利用新媒体技术，积极投身到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活动中，促进我国的出版产业升级。

2.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在我国目前网络传播的立法和执法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网络版权保护。在网络（包括移动通信网）上，知识产权被侵犯屡见不鲜。作者要在互联网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往往要付出很高的时间、经济成本，并且承担着较高的败诉风险，因为在网络上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存有零成本、隐蔽性、迅速性、全球性以及罪证难以收集等特点。简言之，在网络上侵权非常容易，而维权却十分困难。而在手机媒体中，如果版权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结果就或许是彻底毁灭手机媒体产业。

3. 增强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

手机媒体是没有国界的，是世界的，因此可以借鉴目前成熟的、成功的国内外手机媒体政策与立法。手机媒体的管理者和从业者一样需要富有创新精神。手机媒体需要监理，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管理。如果监管者用传统的管理方法监管新媒体，面临着的结果无非两条：要么是这产业一管就死，要么是管理规则因为操作性不强而形同虚设。

手机媒体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任何一种管理手段都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能够全部解决手机媒体有害信息传播的问题。不管是通过法律手段、技术产品还是道德教化和自我约束，不管是他律还是自律，都有一定的局限，都不能百分之百地奏效。所以，手机媒体信息内容的监管应该是一种综合管理，在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应该确立一个综合管理框架，综合法律、政策、技术、伦理等多种管理手段，使它们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对手机媒体的有效管理，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健康、有序的手机媒体信息交流环境。

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对手机媒体进行管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管理越是严格，成本就越是高昂。这里的成本是指广义的社会成本。因此需要在手机媒体管理的成本与效益之间求得平衡。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手机媒体自身是中性的，无论是良性作用，还是负面效应，都是参与其中的人“制造”的。手机媒体可以改变人，人类也可以改变手机媒体。我们不能因为手机媒体存在种种弊端而因噎废食，视之为洪水猛兽。

第五节　手机媒体舆论案例——智能手机助推伦敦骚乱？

2011年8月6日，一位黑人青年在伦敦被警察开枪射杀，民众前往警察局门口抗议，要求真相和正义，随即变成暴动和骚乱。一场30年来从未有过的骚乱突然迅速蔓延全英。虽然高失业率、财政削减、经济不景气、种族和文化冲突，以及年轻人和警察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这次骚乱的深层原因，
[26]

 但在此事件中智能手机强大的网络联结功能使得事件不断推向高潮，值得深入反思。

一、智能手机在伦敦骚乱中的作用

（一）不易追踪的BBM发动大规模串联

“城市混搭”的博主乔纳森·艾克伍认为，黑莓通信（BBM）所提供的社交平台在这场骚乱中扮演了更重要角色
[27]

 ，英国警方也很赞同这一看法。
[28]

 以下就是一条2011年8月7日群发的集结游行的短信：“伦敦各地的人快到市中心牛津广场集合，这里的商店有大量免费商品等你来抢！让我们用暴力把那些警察送回家！见到兄弟打个招呼，见到警察就开枪！”类似这样的短信在人群中不断转发。

与警方相比，年轻人更擅长利用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功能发动串联。英国年轻人是黑莓手机的主要客户群。根据研究，有37%的英国青少年拥有黑莓手机。
[29]

 较之Twitter，黑莓的BBM系统是通过加密网络免费群发信息，很难被政府追踪，因此深受青少年追捧。

（二）移动定位系统的双刃性

鉴于上述特点，黑莓公司于2011年8月8日下午3点07分在Twitter上发表声明：“我们会竭尽全力协助政府当局。”
[3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骚乱发生后，Twitter有两个著名的标签迅速聚拢人气。一个是伦敦骚乱（#londonriots#），在这里人们相互讨论着事件的发展，甚至有人利用Twitter绘制了事件地图，比从英国《卫报》的地图要早两天推出。《卫报》画出了整个活动的动态路线图，可以根据时间进展看到整个活动在城市与地区间的蔓延过程（见图7-5）。

[image: 254]
图7-5　英国《卫报》画出的整个活动的动态路线图
[31]





另外一个标签就是骚乱清理（#riotcleanup#），通过这个标签，民众被再次召集起来清理骚乱过后的街道垃圾，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人们通过手机上的社会网络平台不但可以相互联结，也可以准确定位；不但推进串联活动，也可以帮助警察和政府跟踪事情进展，迅速调整策略，控制整体局势。

二、案例透析与启示

（一）移动互联网中信息流动的蝴蝶效应的再反思

“蝴蝶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即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微妙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32]

 党生翠认为，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是指，在网络舆论这个自组织中，具有奇异吸引子的微小信息经过分形和迭代的传递，形成具有不确定性的能量冲击波，最终形成传播效果的指数级放大，可能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巨大或深远的影响。
[33]

 在这次骚乱中的初始信息中有关死者是“4个孩子的父亲”、“非洲裔”、“非主流的年轻人”在网络中都是非常敏感的词汇，非常具有煽动性，伦敦警方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微小信息的传播力。如果将类似于“这名死者确实非法携带武器，并且首先开枪危及警察安全”的信息及时查实并公布，就可能避免事态发展的失控。
[34]

 然而因为初始信息的处理失当，使得此类信息一触即发，并迅速蔓延至伦敦以外的多个地区甚至国家，使得后期事件的处理难度不断升级，提高社会管理成本。

（二）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平衡

2011年8月11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在骚乱发生时关闭社交网站，并禁止发送短信，以阻止骚乱者利用其相互串联。他说：“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网络制造暴力，我们需要阻止他们。所以，我们正与警方、情报部门和业界合作，研究是否应当在我们知道有人策划暴力、骚乱和犯罪时，阻止他们通过这些社交网站和服务串联。”
[35]

 伦敦当局也与Twitter、Facebook、黑莓等公司一起召开会议，协商网络监管，讨论如何更好地监控网上的犯罪动向，
[36]

 特别敦促警方要研究黑莓这样的封闭网络。一些人对伦敦警方在危机时刻关闭新媒体的主张极其不满，认为是违背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而由伦敦骚乱所引发的美国的动荡，也使得美国警方希望关闭短信系统来防止加利福尼亚州的形势恶化，但此举亦遭到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美国多方的反对，认为是对个人表达自由的亵渎。
[37]



在突发事件爆发危及公共安全时，暂时牺牲个人表达自由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无疑是政府和公民的应有责任，伦敦警察在骚乱开始表现的缺位与失措，但随即调整策略，主动利用媒体控制局势，比如通过监测社交媒体网站Twitter和黑莓手机的信息，成功阻止了对奥运场馆、牛津街和维斯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预谋攻击。
[38]



（三）移动互联环境下国际治理的新挑战

Web 2.0时代的参与性媒体技术，如SNS、Weblogs、RSS，正在颠覆人们的时空感觉，人们的社会结构以及城市、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
[39]

 互联网的最大特性在于联结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
[40]

 其模糊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大规模合作性的生产方式使得全球范围内便宜的生产和便宜的消费成为可能，
[41]

 但同时也往往被市场、国家、市民社会和国际组织等各类机构利用意识形态操纵。
[42]

 所以不同的利益团体就会在管制的过程中相互联结、协商、斗争。结果，融合的革命性就不仅体现为新的消费习惯、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体系，而是在很多方面颠覆传统的上到下的监管方式。

各国政府都希望利用互联网为其全球外交及国际战略服务，但同时都面临网络安全与犯罪的治理挑战，在移动互联的环境下，政府间应该加强协作，共同建立能够兼顾各方利益且符合网络社会基本特征的治理体系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网络空间，使得新媒体成为疏导民意体察民情的晴雨表而非引发社会动荡的助推器。

（四）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的新内涵

BBC公布的伦敦警察局统计数据表明，在各地方法庭接受审讯的犯罪嫌疑人中，95%为男性，82%不到30岁，其中69%不足24岁。
[43]

 青少年是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也是社会发展的未来，媒介素养教育在新媒体环境中不能只注重媒体技能使用的教授，更应注重培养其对媒体内容的批判思考和鉴别能力，提高其媒体使用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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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新媒体舆论研究的热点


第八章　新媒体谣言研究

第一节　谣言的演变

一、谣言的概念研究

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了谣言。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视谣言为“神谕”，通过有形的建筑与无形的文学对谣言女神（法玛，即拉丁语Fama）顶礼膜拜。

谣言，谣在中国开始是指徒歌，所谓“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毛诗故训传》），配上乐曲的韵语是“歌”，而不配乐曲的韵语是“谣”。随后由名词“谣”，衍生出动词“造谣”、“传谣”等说法，总体来说是中性的。

荀子在《致士》篇中，警戒君子“凡流言、流说、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忠而见疑的屈原在《离骚》感慨“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谣言积毁销骨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战国策·秦策二》所记载的“曾参杀人”的故事以及《韩非子·内储说左上》所讲述的“三人成虎”的譬喻都强调了谣言经反复传播后对人心所产生的强大影响。

《吕氏春秋·慎行》对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内容歪曲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描述：“故狗似獗，獗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

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在现代汉语中，谣言几乎等同于“恶意”制造与传播的“谎言”。换言之，在现代中文语境下，谣言并没有继承下徒歌的意思，只是保留了“造谣、诽谤”之意。
[1]



虽然谣言古已有之，但它被当做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从研究文献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早于我国。德国学者诺伊鲍尔、美国社会学家纳普、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等人从不同角度对谣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下面就对中外研究者的研究情况进行介绍，以此厘清谣言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从史学角度

德国学者诺伊鲍尔认为：谣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绝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也不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而是历史的一部分，并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施加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谣言“首先是人们所描述的那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习俗，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各种现象。另外，‘谣言’还是在某一群体中以听传或类似的交际方式传播的信息。大家都说的还不是谣言，而是据说大家都在说的才是谣言。谣言是不完整的引言，谁引的不得而知，也没有人知道是谁说的”
[2]

 。这说明谣言无法确定谁是传播者，但可以确定谣言是通过人际传播扩散的。

（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

《社会心理学词典》中“谣言”解释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故意捏造的、口耳相传的消息。有一部分谣言属于诽谤性质的消息，有一部分属于夸大其词的传闻。”
[3]

 周晓红在《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心理学分析》中根据对SARS事件始末的分析，认为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谣言都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群行为。法国的勒莫认为“一则谣言的历史，首先应该是某一群体有能力互相交流的历史，而集体记忆、实验的社会空间和机遇则是用不同方法促成谣言形成的工具”
[4]

 。也就是说，当社会稳定受到挑战，人民生命受到威胁时，谣言容易产生和传播，这是人没有安全感的一种心理投射。

奥尔波特更是认为，谣言的产生源于人的需求，他认为，“任何人类需求都可能给谣言提供推动力。性兴趣是产生许多流言蜚语与大多数丑闻的原因；焦虑是我们常听到的恐怖威胁性谣言的动力；希望与渴望产生白日梦式的谣言；仇恨产生指责性的谣言与诽谤。”
[5]

 所以，每一种谣言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

（三）从社会舆论的角度

我国学者刘建明认为，谣言作为社会舆论出现，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描述，并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因此谣言不是中性的传闻，而是攻击性的负向舆论。
[6]

 而法国学者勒莫却认为，谣言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从其结构的整个方面看，舆论是极易用概念来表达的，而谣言却更加变化不定，它更容易流入形象或隐喻的模子中，这种模子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变动中的概念或是一种预感的概念，那里正在加工出各种新概念和或新表象。”
[7]



同时他认为“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
[8]

 ，我国学者陈力丹也提出相类似的观点，“流言是公众应付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状态，是公众解决疑难问题的不得已形式”
[9]

 。勒莫和陈力丹都倾向于认为，谣言是特殊社会状态下的产物，强调它的社会性。

胡泳则进一步强化了谣言的舆论性质，认为谣言是一种社会抗议。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通过此发表言论，无不挑战着社会的神经。“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强大。”
[10]

 这一看法的依据是卡普费雷提出的“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谣言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
[11]

 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

二、谣言传播形式流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人类之间的交流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原来建立在人际传播上的谣言，其传播形式也随之多变。与之前的网络谣言相比，微博谣言成为了时代的“新宠”。总之，搭乘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和便携式终端的不断更新，谣言与人类进行着“赛跑”。但是传统谣言、网络谣言与微博谣言有什么联系和区别，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梳理，以此提高人们对新媒体条件下谣言传播的认识。

（一）传统谣言与网络谣言的关系

传统谣言与网络谣言是一对相对概念，传统谣言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以口耳相传为基本路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尤其是在熟人社会。由于传统谣言传播受到人所处的时空限制，所以对于不同地域的人来讲，在一方为谣言，而在另一方可能成为旧闻或者成为“新闻”。这时传统谣言呈现出信息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又反过来制约着传统谣言所产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人在传统谣言面前变得无所适从，无法依靠个人力量判断谣言的真伪。

网络谣言是在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构建的网络传播，从一个ID用户向另一个或者多个ID用户传递，它摆脱了熟人社会的范围，可以在虚拟社会中跨时空地自由传播。它几乎不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一定时间发生的谣言，全世界都会很快知晓。所以网络谣言又呈现出传播的及时性。为了使网民相信，掀起社会波澜，网络谣言往往呈现出细节的完整性：时间、地点、情节一般都一一列出。同时在某些情况下，网民可以集群体之智慧，通过各自所知道的相关知识来从不同角度验证谣言，主动破解谣言。“周老虎事件”便是有力的证明。

（二）微博谣言与网络谣言的异同

微博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重属性。微博是Web 2.0的产物，Web 2.0时代秉持“去中心化”的理念，强调用户建设、用户参与和用户主导，它改变了Web 1.0时代被动接受信息转为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的模式。它的标志性应用是博客、维基和论坛。微博是在博客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微博上的谣言也和网络社区上的谣言一样，同属于网络谣言。

微博的迅速发展并成为目前最为流行的新媒体，关键在于它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手机功能的变革。在社会向信息化转型过程当中，人们越来越希望摆脱固定网络的限制，移动互联网正好可以满足人们对随时随地上网的需求。手机操作系统升级，手机界面的增宽变薄，智能手机向移动平台的不断转变，无不响应着移动互联网未来无限发展的号角。微博也正是由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互相推动式的发展而出现的。

（三）手机微博谣言与网络微博谣言

尽管微博同样可以在电脑中应用，但应用于手机上的微博谣言与网络中的微博谣言仍有不同之处：

基于手机的可移动性，微博谣言传播更加迅速、扩散速度更快；

微博可以被关注（订阅）和转发，通过手机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播。

这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140字的字数限制不能完整提供可验证的情节。

总之，微博在赢得大众普遍欢迎的同时，也因其自身的传播特征使得谣言频频光顾。基于手机媒体的微博谣言以更快的速度实时向世界传递已经成为目前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新媒体条件下谣言的传播与消解模型

2011年是中国网络谣言的高发年：3月的“谣盐”恐慌，6月的“郭美美事件”，以及紧随其后“7·23动车追尾事故”引发的谣言。在半年多时间里如此频繁地出现波及全国、影响巨大的谣言，微博作为新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然受到多方关注，如何管理微博，控制谣言的产生、传播也成为热门话题。

尽管微博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新兴媒体，但它与谣言并不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并非因微博而产生谣言，但是我们如何应对利用微博大肆传播的谣言，如何有效地消解谣言，是需要对谣言本身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我们在分析前人研究谣言的基础上，提出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是构成谣言传播法则的观点，并据此建立网络谣言传播、扩散及消解模型，以期为人类正确处理谣言提供思想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模型

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等人认为，谣言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言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有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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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这两个基本条件，他们提出了谣言的基本法则（这里“法则”指的是规律）：事实的重要性和模糊性与谣言传播有关，并提出了公式：

R=i×a

公式中，R=谣言（rumor），i=重要性（important），a=模糊性（ambig-uity）。其中，R表示谣言流行的强度和广度；i表示事件对于某一群体人员的重要性；a表示该事件或证据的模糊性；当i与a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谣言方可产生。这说明，事件对于某群体越重要，事件的模糊程度越高，则谣言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传播的强度就越高、传播的范围就越广。

在此公式的基础上，1953年克罗斯试图通过在公式中加入传播者即人的因素来进一步完善该公式：R=i×a×l/c，这里的c（critical ability）表示的是“人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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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式表明：谣言的传播同“人的判断能力”成反比，人的成熟能够成功抵挡谣言对个人的影响、甚至阻挡谣言的进一步扩散。谣言是漫天飞舞，还是尘埃落定，除了取决于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外，还取决于公众是否对该事件具有理性的认识和评价。虽然克罗斯注意到了人对谣言传播的重要影响，但也无形中为这一公式的成立增加了难度：即如何评价人的判断能力，依靠哪些标准进行确定。众所周知，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影响人判断能力的因素很多，比如：人的认识水平、社会背景、社会地位以及受他人影响的程度等，所以人的判断能力的衡量是非常复杂的过程，相应地，克罗斯的这一谣言公式也就缺乏实际操作性，为如何从本质上消解谣言增加了困难。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谣言法则可以通过增加信息的不对称性一项加以完善，谣言公式可以补充为：

R=i×a×ia

其中ia指信息的不对称性（information asymmetry），即：

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信息的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性越大，谣言传播越快；反过来，信息不对称性越小，谣言传播越慢，甚至不再传播。事件的重要性、模糊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与谣言传播成正比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下面以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引发的谣言为例来解释一下。

首先，从事件的重要性来讲，尽管我国高铁事业对经济建设、未来国家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当高铁出现重大事故时，这种对高铁安全性的质疑以及对车上人员性命安危的担忧自然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它不仅仅关乎着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它关乎着一个国家对全体公民生命的尊重和保障。

其次，从事件的模糊性来讲，7月23日所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是完全真实的事实，不是人为虚构的、编造出来的事情。但是事故发生之后，铁道部没有及时对如何救援、采取何种措施，以及为什么采取这种措施等相关的信息进行公布，致使事故的模糊性增强，公众猜测不断，于是微博上的谣言开始出现并乘势肆虐。在事故发生26小时之内，官方更多相关事故信息的公布一直处于空白区，而微博上发布的“神秘手”图片引发了网上“掩埋活人”谣言，这一谣言瞬间引起了网友们乃至全国极大的反响，怀疑声、质疑声、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而随后铁道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又因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回答“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再次丧失了平息谣言传播的机会。这种傲慢的缺乏生命关怀似的解释，不仅没有减少网民对救援工作的质疑，相反它激起了大众的愤怒，使得事故的模糊性一再加强，从而造成了谣言的不能减少反而增多的混乱局面。

最后，为什么这次事故会连续不断引发出8大谣言？我们认为是信息的不对称性造成的谣言的此起彼伏。信息不对称的主体是政府机构与公众。政府机构作为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公众相比，所掌握的信息要多得多，而且往往掌握着第一手资料。通常情况下，政府机构所掌握的信息如果不公之于众，那么作为被管理者的公众是没有途径知晓的，但是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知情权。这种权利要求政府机构公开信息。当然，这种信息的公开不能危及国家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可以消除的，就官方所掌握的事故情况、相关求援及处理信息与大众所获知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它所公开的信息无法满足公众对了解事件真相的渴求。此外，这次事故所引发的一连串谣言，更深层的原因是公众对铁道部长久以来的不满甚至反感情绪的集中爆发，是对铁道部不信任的强烈表现。

二、网络谣言传播、扩散及消解模型

基于补充后的谣言法则以及上述对微博中“7·23动车追尾事故”引发的谣言传播的个案分析，我们认为决定谣言的事件的重要性（i）是无法减弱的，因为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关乎人类的生存问题，关乎社会的稳定问题，所以重要性在事件发生后是不会人为降低的，在一定时间里它几乎是恒定的。事件发生后，由于人们对事发原因及机关背景一时之间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所以事件存在模糊性（a）。从理论上讲，只有当人们对事件进行调查并深入其本质获得真实信息时，事件的模糊性才能降低。简单来讲，就是要依靠信息的不断注入来降低模糊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们所获得的信息引起更多的怀疑时，那么事件的模糊性会不降反升，所以事件由模糊走向清晰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信息的不对称性，是指政府机构和公众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均衡，而这种信息掌握上的不对称，容易造成公众对事件的曲解和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也容易滋生出更多的谣言。相反，如果政府机构和公众双方能够在信息掌握上实现对称，那么谣言将失去存在的可能。通过对谣言构成的三个因素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事件重要性无法改变和事件模糊性难以确定的条件下，信息的不对称性（ia）是消解谣言的关键因素。因微博所出现的谣言仍归属于网络谣言，据此，建立以消除信息不对称性为主要因素的网络谣言传播、扩散及消解模型，我们称为“网络谣言传播、扩散及消解模型”（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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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网络谣言传播、扩散及消解模型



首先，这个模型说明了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和传播、扩散路径。

谣言的产生是和人类追求自身安全紧密相关的。任何有关人类生命、生活等安全的事情都有可能导致人类产生疑问和困惑，例如地震、核辐射、交通事故等，好事者则将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猜测诉诸于天下，共鸣者则奉为“良言”四处传播，于是谣言始成。人类对于生命转瞬即逝本能性的恐惧，以及对人身安全的高度警惕心理，一旦遇到谣言影响，便会相信谣言中的透露出的信息，无形中又促进了谣言传播。网络的出现恰好加速了谣言的扩散，这里的网络不仅仅指互联网、手机，而是有可能指向社会网络这一更大的范围，它包括微博等等。

其次，这个模型提出了依托网络消解谣言传播的三方力量，即政府机构、媒体和公众。如前所述，尽管信息不对称的主体是政府机构和公众，但由于新闻媒体是政府机构和公众之间实现信息对称的桥梁，故而这三方力量能否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是消解谣言的关键。如果三方合力能够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那么公众就不会相信谣言，不会迷失自我、盲目行动，相反他们会自觉地传播真实的信息，从而在真实信息的不断传播过程中消除谣言。

2011年3月的“谣盐”恐慌，就是一起典型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加快谣言传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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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科学与专业的角度看，食盐里碘的含量是很低的，市民就算吃很多盐，也起不到多大的防辐射效果。而且日本核电站泄露的放射性物质极少，再加上稀释作用，到中国沿海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不存在污染海盐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民众缺乏核辐射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信息的不对称在恐慌心理的催化下加快了谣言传播。

最后，这个模型依托网络，以传播学中对信息系统及其规律的研究为根本，构建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和消解模型。与传统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型在充分尊重网络世界自由、平等精神的基础上，强调和注重消解谣言的疏导，并没有设立如何预防虚假信息传播的渠道或者变量。在网络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其他力量难以阻碍的，阻碍只能带来更多问题，产生更可怕的效应。网民在面对“横行”的谣言面前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即便一时受其误导，但在信息几乎实时传播的情况下，真相也会通过各种渠道瞬时被揭晓，因此网络谣言如何合理地进行消解才是重点。

三、基于“网络谣言传播、扩散及消解模型”的网络谣言消解之策

（一）政府机构应增强公信力，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奠定消解谣言的基础

目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尽管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是在这一片繁荣之下，社会矛盾也呈增长之势。贫富差距的加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资源享有的不平等问题等，无疑不在挑动着政府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政府机构持续采取公开信息的有选择性，那么将会变主动为被动，出现难以估量的后果，英国伦敦借助Twitter和黑莓手机等新媒体掀起的大规模骚乱就是例证。所以，提升政府公信力，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是消解谣言的基础。在《论语·颜渊》中，子贡曾向孔子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认为有三个要素，即粮食、士兵和人民的信任。如果不得已去掉两项，孔子认为首先是士兵，其次是粮食。那么，人民的信任自然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治理政事的根本，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政府将无法建立、统治和存在。即便在和平稳定时期，当政府得不到人民信任的时候，政府无论怎样做都会受到人民的质疑和批评，陷入“塔西佗陷阱”而难以自拔。“7·23动车追尾事故”引发的8大谣言，就表达了公众对铁道部的不信任。长期以来，铁道部一直被外界称为“铁老大”，这种称呼也体现了公众对铁道部强势地位的不满情绪，加之公众对其服务质量长期低于合理水平的无奈，所以面对谣言，铁道部发言人的发言激化了人们的不信任感，谣言的传播并没有因为记者招待会的召开而消解，反而产生了更多的谣言。因此，提升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是政府应对危机、消解谣言、稳定民心的基础。

而政府机构提高公信力的有效途径是应该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发挥自身的掌控信息优势，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公开、透明、及时地利用微博等媒体发布信息，争取在第一时间里向百姓解释问题、说明问题，消解谣言产生的危机。

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不只是政府机构简单地发布了某市某地发生了某重大事情，而是需要更多触及事情真相的答案，即它不单单包括告知公众结果，而且还应该包括告知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事件调查过程的真实与结果的真实同样重要，政府机构有义务将这两方面的信息公布于众。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政府机构只满足于控制信息，从而以此息事宁人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式，在微博等新媒体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政府机构只有尽可能多的公开信息才是成功辟谣、维护稳定和提升公信力的正道。只有做到这一点，信息的不对称才能有效消解，否则它将再一次为谣言的生长提供土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信息对称性的实现消除了事件的模糊性，增强了事件透明度，提高政府机构的公信力，从而也降低了公众由于掌握信息不足而被谣言左右的可能性。

（二）注意“塔西佗陷阱”带来的影响

本来所有的技术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成熟或不成熟，我国高铁技术亦然，事故的发生原本就是一个概率事件。但是，铁路线路因其具有的“自然垄断”性质，从而使得铁路的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行政垄断特点，不仅政企、政资不分，而且整个行业，就是一家超级的垄断企业。长期以来，铁道部不注重与民众与媒体打交道。在一些民众之中，铁道部是“不受欢迎的部门”，所以难免陷入“塔西佗陷阱”。

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记者会不仅没有减少舆论对铁道部的不满，反而引发更多的质疑和愤怒。一时间，“埋车头是为了掩埋证据”、“为了通车不救人”等传言不胫而走，“我反正信了”也被众多网民冠以“高铁体”进行调侃。

（三）新媒体是成功消解谣言的重要平台

从信息的不对称性来讲，不对称的双方是政府机构与公众，但媒体作为政府机构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在实现双方信息对称过程中肩负着重要作用，它既是谣言产生、扩散的土壤，也可以成为辟谣的重要平台。微博作为当下时效性最强媒体，自然成为谣言传播的聚居地。在微博，一方面首先出现了对“7·23动车追尾事故”救援工作的质疑，在公众没有得到准确解释的情况下，才使一开始的质疑变成漫天飞舞的谣言，从这一角度讲，微博客观上促进了谣言的扩散；但另一方面，微博也可以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性，进而成为辟谣成功的重要平台。例如，微博上流传“35人死亡上限论”，称“超过36人市委书记将被撤职，所以一开始发生，就注定了死亡人数不会超过35”。微博上还发图列举了从1993年到2011年国内重大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恰好都是35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死亡35人以上市委书记就要被撤职，所以为降低事故级别，官方瞒报了死亡人数。就此，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微博辟谣”7月25日发表声明，经过网友查证，相关微博所列举的近年我国发生的事故或灾害死亡数字中，18个数字与事实不符。对此，发布此消息的12名用户已被新浪微博官方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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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谣言借助微博，瞬间聚集网民抨击政府机构瞒报信息，但是媒体也可以在充分提供调查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微博将谣言粉碎。

（四）公众对真相不懈追求的特点造就了公众是成功消解谣言的最终推动者

公众由于对生命的珍视，以及所掌握知识的有限，使得自己易受谣言的影响，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性的前提下，他们可能是谣言的传播者。但从谣言传播、扩散到消解的整个过程来看，由于公众对科学的崇尚和对真理的追求产生了质疑谣言的诉求，当政府机构及媒体不断提供公众所缺失的信息，公众会由谣言的传播者转变为拥护正确信息、消解谣言的最终推动者。

当政府机构通过媒体发布正确的信息以揭穿谣言的荒谬时，谣言并不会自行消亡，甚至造谣者会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与政府机构对抗，但公众在接收到政府机构的持续不断的信息公开后，往往会进行自我说服，相信政府机构的判断，并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权威信息。比如，我国政府机构及时有效地处理日本地震引发的网络“谣盐”问题，赢得了公众赞赏。广大网民不仅纷纷谴责造谣者，并且主动通过网络向公众传递政府机构发布的权威信息。公众的主动参与，将政府机构由上而下的传递信息转变为由下而上的辟谣过程，形成了消解谣言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九章　群体性事件中的新媒体舆论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传统社会控制方式的失灵、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以往累积的社会问题凸显，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事件就是社会矛盾交织冲突的集中表现。据统计，“全国发生的群体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余起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5.8万余起，增加4.8倍，年均递增约为16.9%；参与人数从73.2万人次上升到307.3万人次，增加32倍，年递增约为12.3%。”
[16]



由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撰写的《2012-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2012年，国际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突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报告显示，中国社会现阶段处于矛盾多发期，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3年情况也不乐观。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120多起围绕工资纠纷、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有270多起。

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频繁发生及其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形式，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本章在借鉴以往学者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含义、主要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并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和发生机制。

第一节　群体性事件：中国特色的概念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又称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集群行为”、“集合行为”等。群体性事件在海外研究文献中没有相同的提法，西方社会学中称之为“集群行为”、“集合行为”等，但西方媒体则习惯称之为“骚乱”，我国台湾学者则称之为“群众事件”、“聚众活动”、“群体事件”等。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也即群体事件）为“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个人行为的一种情绪冲动”
[17]

 。

戴维·波普诺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无组织的、相对自发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
[18]

 。

由于国内学者的认识角度不同，他们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

（1）强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如孔丽霞认为，“所谓群体性事件，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团体、组织，在利益受损或不能满足时，受人策动，经过酝酿，或者在某一细小事件的刺激下，最终采取集会、游行，集体上访、罢课、罢市、罢工，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门，集体阻断交通，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并造成甚至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非法的集体活动”
[19]

 。

（2）强调突发性。如李良栋认为，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预先没有预料到的突如其来的或者事先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获得批准的非法游行、静坐、示威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活动”
[20]

 。

（3）强调引发事件的中介因素。如陈月生指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以寻求共同利益的人为主，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众秩序和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和活动”
[21]

 。

（4）强调社会转型的影响。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指“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由部分公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群体事件”
[22]

 。

（5）强调事件中的舆情因素。如王来华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一定数量的人们在一定的舆情空间内，受某些中介性社会事项影响或刺激，为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围堵、集会、游行等方式，与党政权力机关形成对立或对抗关系，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公私财务遭破坏以及人身伤害的事件”
[23]

 。

群体性事件更像一个官方术语。2004年，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的工作意见》使用了“群体事件”这一称谓，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2005年，中组部发言人坦言，当前中国改革、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得不到疏解，因而发生了一些“群体事件”。此时，“群体事件”逐渐从一个从贬义词演变为中性词。

上述这些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进行了表述，视角不同自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综观这些定义，分别包含了群体性事件的几个构成因素。

（1）主体。由不特定多数人参与，可能有或无组织者，这些人通常是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体。

（2）原因。群体性事件一般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往往直接涉及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采取群体行为方式以扩大社会的或政治的影响，对有责任者施加压力，促使具体的利益问题得到解决。因此，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均。

（3）目的。原因决定目的。群体性事件中，有共同的直接利益诉求或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以群集活动的方式形成集体力量，借以改变其政治、经济处境和维护自身利益。因此，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和改进不当的资源的配置调配和补偿利益损失。

（4）表现形式。聚众行为是群体性事件重要的表现形式，指的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参与其中，参与者往往是利益关系比较一致的人，包括自发的和有组织的，以多种群体行为方式发泄情绪，展示群体的力量。一般来说，现实群体性事件采取的常见方式是游行示威、请愿静坐、集会、阻塞交通、打砸抢等体制外的政治行为。

（5）影响。不论什么内容的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都必然不同程度地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有的甚至造成社会震荡。

综上所述，我们这样定义群体性事件，即它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因资源分配的不均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行为，这些行为不同程度地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以求纠正和改进不当的资源的配置调配，补偿利益损失和发泄情绪。这些聚众方式主要包括游行示威、请愿静坐、集会、阻塞交通、打砸抢等体制外的政治行为。

二、新媒体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用户、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当今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与新媒体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了解“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新媒体群体性事件”加以界定。

“新媒体群体性事件”的前期研究主要体现在“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之中。

较早给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夏学銮教授把网络群体性事件称为“网络集体行为”，他认为，“网络集体行为是指在某一时间内，网民自发或有组织聚集在某个网络公共领域，多个网民发帖子，进行网络表达的行为”
[24]

 。

后来又有很多学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加以定义，他们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把网络群体性事件看作现实与虚拟并存的群体性事件；二是把网络群体性事件等同于舆论。

但是研究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达成了一个共识点，即众多网民在网络空间表达共同诉求。然而，学者们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偏颇。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是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相结合的产物。不能简单地把网民的诉求看作“发泄不满”、“制造舆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等。事实上，网络群体性事件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的社会动态。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们的研究角度，我们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的时期，由现实事件引发，借助新媒体平台，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新媒体群体及社会群体就某一话题自发或有组织地在新媒体空间上集中表达诉求，对网络虚拟世界乃至现实世界造成较大影响的群体行为。

三、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一）群体性

这是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群体性一般是指利益一致或相近的人的聚集状态。这些人往往有一致的利益诉求、动机等。相当多事件的起因是资源配置的不均，而又涉及部分人的自身利益，这些共同的利益目标吸引着相同利益者，并把他们维系在一起。构成群体的人群的数量可以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上万人，这取决于事件的起因、涉及面、群众情绪、带来的影响等因素。

（二）突发性和传播的迅速性

这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征。由于外部偶然事件的突然刺激，大量的人群在短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往往使人出乎意料，猝不及防。具体来说，突发性又表现为有先兆的突发和无先兆的突发。有先兆的突发是指由于矛盾和问题已经形成，已表现出某种事件的先兆；无先兆的突发，多表现为某种特定条件的刺激下，一下子就爆发的群体事件。显然，后者的突发性特征更为明显。

新媒体群体性事件中的本体事件一经发生，一般在2至3个小时后就可以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就可以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会形成一个高潮。

由于群体性事件具有引发因素多层次、参与人不同、内容多变、形式多样等特点，群体性事件往往由于引发原因、行为性质、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控制手段的变化，而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群体性矛盾由于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可能激化。

（三）非理性与理性并存

群体性事件通常具有明显的情绪性。情绪性既在个体心态中存在和作用，也在群体心态中存在和作用。情绪性具有明显的“同频共振”规律。在群体性事件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暗示、模仿、情绪互相感染，参与人员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增长，以至于达到狂热的程度。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刺激下，人们的情绪会激烈地宣泄出来，导致行为失控。此外，由于人多势众，事件参与者往往在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下，会不顾现行社会规范的约束，做出一些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事情。

由于身体缺席和虚拟出场的特征，网络社会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网民抛弃了现实社会的角色和道德约束，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宣泄在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情绪，这也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容易走向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群体极化倾向在网络上发生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

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社会深层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任何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即因为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而聚集在一起的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体，同负责处置事件的权利机关、责任部门或另一部分群体，在情绪上、利益要求上是对立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立性才有了群体行为。一般对立的群体性事件通常是以群体上访、请愿静坐等对峙形式表现出来的，参与者的情绪可以自行控制。而严重对立的群体性事件，是指事件主体同维护治安秩序者形成严重对抗，妨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造成人员伤害、严重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

（四）互动性

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引发现实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即使不直接引发，也会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一些影响。如重庆、三亚等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就是网络和现实两个事件互相感染和交互的结果。

（五）跨地域性

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快速及时、跨地域和国界的特点，通常一个地方性事件经由网络的聚焦、放大和传播，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事件，突破事件所发生的地域范围。

第二节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目前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多从其概念、特征、成因等方面着手，很少涉及群体性事件内在的演化机制研究。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作为离散随机事件，其演化过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只有对其演化机理和各种影响要素进行研究，才能针对事件本质特性和机理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应急管理体系。

我们的研究主要依据社会冲突理论和集群行为理论尤其是斯米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分析群体事件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演化的动态和静态流程，从而阐述各个阶段的作用因素是如何推进群体性事件演化的。

一、理论依据

（一）社会冲突理论

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是当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的一股以社会冲突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社会思潮，是一种关于如何应对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的社会建设理论。它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社会学家的关注，并成为他们分析社会变迁和进步的主要论据。分析和研究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我们透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准确把握群体事件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冲突理论以科塞
[25]

 、达伦多夫
[26]

 为代表，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是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反思和对立物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是社会的稳定和整合，代表社会学的保守派，社会冲突论是强调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代表社会学的激进派。

社会冲突理论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美国社会矛盾不断地凸现，社会动荡日益突出。该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流行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西方社会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渗透到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经验研究中去，在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分层、集体行为、婚姻家庭等领域出现了大量以冲突概念为框架的论著，在当代社会学发展中有重大的影响。

社会冲突理论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有益成分，同时对它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与秩序进行批判，指出了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的各种利益分歧和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合理地解释困扰人们的种种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从而树立了该理论在学界的地位。

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创立的辩证冲突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达伦多夫的主要观点是，尽管人们可以把冲突加以引导，使之制度化，或者是消除激烈的冲突形式，但是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权力和权威必然引起竞争、社会冲突、社会变迁，所以权力和权威就成了解释人类一切事物的关节点。他反对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只强调均衡、共识而忽视冲突。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实际上具有辩证的两面，既有均衡又有冲突。在结构稳定的同时，社会又时刻处于变迁之中；在系统整合的同时，社会的各子系统又处于普遍存在的相互冲突之中；在功能协调的同时，社会的每一部分却既有正功能又有反功能；在价值共识的同时，总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另一部分成员的压制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正是这种辩证的社会观，导引了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也正是这种辩证的社会观及以其为基色的辩证分析，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才被称为辩证冲突理论。

根据辩证的社会观，达伦多夫指出，社会既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又普遍存在着对立与冲突；社会冲突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引发冲突、变迁甚至社会解体；社会成员、组织相互结合成社会并非源自彼此的共识与吸引，而是由于双方之间的统治与压抑。社会冲突理论就产生于这种统治与压抑，它尽管可以被暂时地控制或疏导，但却与社会同在。实际上，社会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冲突双方经济利益的对立。冲突团体的矛盾爆发可以打破对峙局面，导致结构的变迁和权威与利益支配关系的再分配。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冲突形成了，企图压制和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在现代社会中，只能通过制度化来调节冲突。

美国西方社会学家科塞是功能冲突学派的主要代表。科塞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先于1933年流亡于法国，后于1941年移民美国。在巴黎期间，他曾度过一段艰辛的岁月，后有幸进入巴黎大学的文理学院。经导师的点拨，他将自己的专业方向由比较文学转向社会学。法国社会学界仍笼罩在涂尔干的传统之下，但科塞很快厌倦了这种风格，便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中，继续他在德国时就开始了的对马克思著作的学习。受亨利·雅各比的影响，他又告别了正统马克思主义。

科塞的理论既有结构功能论的背景，又有冲突论的立场。他批判了功能主义过分强调社会的整合，把社会的冲突、越轨行为一律视为“社会病态”等问题，同时也反对达伦多夫过分强调冲突对社会稳定、整合的破坏性结果。与其他的冲突理论家相比，科塞更重视冲突的过程和结果，尤其是注意分析社会冲突的功能。他认为，社会冲突绝不仅是一种破坏社会稳定与整合，单纯引起变迁过程的因素，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团结、一致、整合同样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冲突在具有它的负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它的正功能的一面。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主要表现在冲突对社会具有内部的整合功能、稳定功能，对新群体的形成具有促进的功能，对新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是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社会冲突的负功能主要表现在分裂、破坏群体的团结，甚至引起群体结构的解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在科塞看来，决定冲突功能是正功能还是负功能，最重要的是看冲突的问题和社会结构。从冲突的问题看，如果冲突问题的类型不涉及冲突双方的基础，冲突就具有积极的功能；反之，如果冲突涉及核心价值，冲突就会具有消极的功能。从冲突产生的社会结构来看，科塞认为，冲突的正功能或反功能与社会结构相关联，在结构松散的开放性社会里，非实质性的社会冲突具有正功能；反之，在封闭的社会结构里，如果没有或只有不充分的对冲突的容忍或制度化，冲突将会具有负功能。在论述如何发泄不满和敌对情绪时，科塞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好比锅炉上的“安全阀”一样，通过它可以使猛烈的蒸汽不断排泄出去，从而不至于破坏整个结构。“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减压，即减轻或缓解冲突双方的敌对情绪；二是社会报警，即向统治阶级或社会管理者显示民情。

（二）集群行为理论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同时具有理性个性与非理性个性，当个人理性丧失，非理性个性趋于一致时，群体理智远低于个人理智，群体冒险精神大为提升，由此导致群体决策产生严重偏差甚至极化，针对此种现象，社会心理学领域探索了集群行为理论（Collective Behavior）。

集群行为是指，“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具有不可预料性、相对自发性和无组织性等特质的对某一共同刺激产生一致反应的行为”
[27]

 。集群行为主要包括：“谣言、舆论、宣传等集群行为的初级阶段和形式，以及时尚、流行、恐慌、狂热等容易发生在相对分散群体中的行为，还包括聚众闹事、罢工、游行和示威等容易发生在相对集中群体中发生的、且可能相对具有一定组织和目标的群体事件；此外，还有学者将集群行为的内涵外延扩展到新的电子和网络环境下的各种集群现象”
[28]

 。

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
[29]

 最早对集群行为进行研究，他从公众-集群行为现象的最基本形式之一入手，研究公众群体所具有的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原有特点的一些新特征。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
[30]

 在《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中对集群行为做了全面的详细的介绍，他认为，“集群行为是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
[31]

 。

麦克格尔认为个人的天性被群体中他人的感情表达所唤醒，认为组成公众的个体的初级本能和情绪互动导致公众的集群行为。
[32]



戴维·波普诺
[33]

 指出，“集群行为是那些在不稳定、无组织和相对自发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鼓舞和影响而发生的行为”
[34]

 。

波谱诺认为，集群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有：

（1）环境因素：一定的环境因素促使人们对某一共同刺激自发地产生了共同反应，如周末或夜晚等群体易被动员和感染的时间、无规范可遵循的罕见情况以及社会变迁导致的价值观冲突和体制欠缺等；

（2）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指的是一种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努力之后应得之物的情况；

（3）社会控制机制：当社会控制机制减弱甚至崩溃时，人们可能对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试图通过集群行为对其进行改革和推翻重建。

奥尔波特
[35]

 的社会促进论。该理论通过联想速度、可逆透视和心理物理比较等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他人在场会促进个人完成任务，即群体中的个体会受到群体中他人的影响而表现出与个人独处时不同的特质。

斯梅尔塞
[36]

 的价值累加理论。该理论认为要产生群体事件需要六个条件：环境条件、社会结构压力、诱发因素、共同感知、群体情绪和行动动员、控制机制失效。

社会冲突理论和集群行为理论，特别是价值累加理论对群体发展规律和演化机理的解释，不仅从微观层面关注到在社会冲突、结构压力加大背景下阐述诱发因素背后折射的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体验、结构性怨恨和共同信念，而且从中观层面关注情绪感染和行动动员是如何进一步推动集体行为发生的，还通过宏观层面分析在互动过程中缺乏控制的主次生事件最终如何导致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

二、新媒体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基本过程

我们将新媒体群体事件基本过程归纳如下：某个事件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众多刺激性因素的影响下，某一个新媒体用户将这个事件在网络上发帖，关于该事件的帖子相对于其他帖子更能吸引新媒体用户的注意力和认可程度，从而有大量的新媒体用户点击浏览该帖子，进而有部分新媒体用户回帖对该帖子发表个人看法，与其他网友产生意见交互和情绪感染，甚至有些新媒体用户鼓动采取某些特殊行为，其中一些提议在越聚越多的新媒体用户中产生共鸣并得到响应，最后该事件演化为新媒体群体事件。最后，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政府的处理和解决下，使信息得到公开，事件得到解决、平息，重新又回到常态。

基于此，我们把新媒体群体性事件分为六个阶段：事件常态、新媒体新闻事件、新媒体热点事件、新媒体群体事件、事件应对、事件平息（见图9-1）。

[image: 283]
图9-1　新媒体群体性事件的发展阶段



其中，新媒体新闻事件是指新媒体用户最开始将某一刺激性事件用帖子的方式发表在网络论坛上，以个人发布报道的形式向新媒体用户传播，此时对应的帖子为网络新闻事件帖子。

当新媒体用户对该帖子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时，越来越多的新媒体用户开始点击、浏览该帖子，甚至有新媒体用户回复该帖以表达个人意见，新媒体用户情绪相互感染，新媒体用户共同感知和群体意识逐渐形成，此时新闻帖子浏览量持续上升继而成为网络热点帖子（简称网络热帖），事件升级为网络热点事件。

进而，当新媒体用户的情绪进一步激化，鼓动和号召进一步的行动，且该提议在越聚越多的新媒体用户中产生共鸣，并得到其他新媒体用户的响应和付诸实践，行动动员实现，集群行为不断涌现，此时该事件就成为了新媒体群体事件，对应的帖子是网络群体事件帖子。

三、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语境分析

（一）社会转型与利益重新分配

近些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深层次矛盾和社会问题，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激发民众，导致群体性事件在我国现阶段大面积爆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主要是由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即社会变迁所导致的。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社会转型论”，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而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具有两面性和极端复杂性。

我国社会的转型包括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转型、社会转型和开放转型。这种转型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利益结构的重组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权威的流失和社会权力的转移；社会体制的变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信仰危机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心理的焦虑和迷茫。
[37]



塞缪尔·亨廷顿
[38]

 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39]

 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深刻变化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群体性事件频发也是这种不稳定的表现。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 000美元。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 000美元向3 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它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挑战的时期，是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容易失序、道德容易失范的时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

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 322亿元，201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5 404万人，人均GDP为38 354元，截至2012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 5，这就意味着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 100美元。

（二）社会结构压力

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语境，可以发现斯梅塞尔的“价值累加理论”和科塞的冲突构成要素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作为集体行为、集体行动和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按照斯梅尔塞的理论，中国目前群体事件多发，是因为：

（1）环境条件。迅速发展的新媒体为群体事件产生提供了依托平台和实现空间。

（2）社会结构压力。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不断发生的社会冲突孕育了大量的社会风险，在某些冲突的环节容易形成社会结构的薄弱地带，严重时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

（3）诱发因素。在社会结构紧张的背景下，刺激性事件的出现极易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表达利益诉求的突破点。

（4）共同感知。在社会结构压力和刺激性事件的共同作用下，相关民众容易形成某种认同和共鸣，进而产生普遍情绪和共同信念。

（5）群体情绪和行动动员。在普遍情绪和共同信念的驱动下，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网民逐渐积聚在一起，网络群体逐渐形成。群体在聚众规模扩大中实现情绪相互感染，产生集体兴奋，响应活跃人物的行动号召，完成动员过程。

（6）控制机制失效，主次事件不断互动扩散，网络群体事件产生。

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压力主要包括：

1. 公正失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由于人们拥有政治、经济等社会资源不同，加之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影响，人们的社会财富占有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仅很少能够抓住社会转型带来的机遇、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反而过多地承担了社会转型和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甚至之前已获得的收益也遭到侵蚀；而社会强势群体却凭借着大量的社会资源积聚了巨额的社会财富。这种社会分配不公平、阶层发展不公平、资源配置不公平等，使弱势群体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不公正感和相对被剥夺感，进而导致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仇官、仇富等不良情绪不断滋生，社会冲突频发，社会风险不断积累，这也是他们将不满诉之于网络进而形成网络群体事件的最根本诱因。

2. 政府失当

政府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政策的制定不够公开透明，体制的操作规则模糊、政策多变，内部的管理不够充分有效，外部沟通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渠道等。在网络和媒体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一些负面新闻容易成倍放大，加上一些地方政府自身的原因，使这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加剧，进而危害了整体政府公信力的形象。

以“钱云会事件”为例，它涉及基层官民矛盾以及土地拆迁等敏感话题，是加速谣言发酵扩大的发酵剂。

“钱云会事件”（也称乐清蒲岐“12·25”交通肇事案），起因于2010年12月25日上午9点多，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一位村民，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一辆牌照为皖K5B323，由刚刚出狱几天的司机费良玉驾驶的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辗死的事，和之后几天发生的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引发国内外多方的媒体报道和多方调查的事件总称。死者钱云会生前多次为寨桥村村民争取权益，屡次上访。2005年，在寨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民主选举中，钱云会以2 300票的高票（村民总计2 500多票）当选为村民委员会的主任，被村民们称为村长。案发后，死者的亲属和多位目击证人称钱云会被谋杀，但目击证词后来被官方定为伪证，乐清市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本事件为“交通事故”。

有网民称警方还对包括死者女儿女婿在内的家属、知情的村民，以及外地来访的公民记者进行未经审判的抓捕，并派人对每个村民进行恐吓威胁，规定村民只能讲和警方一致的说法，否则就抓进监狱。经进一步调查，寻得关键证据（带有微录设备的手表）后，法院最终裁定，此事件的起因确系突发交通事故，而并非故意杀人。

钱云会之死引起轩然大波，在网络上成为公共事件，是因为社会大众先于此对相关话题的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来自于一些地方发生的征地、拆迁的不公；来自于一些上访者不但不一定能伸张正义，反而可能招致打击报复；来自于一旦发生恶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警力，强压民意。在乐清事件中，人们看到了一切符合“常识”的因素。民选村长钱云会，曾经为征地上访三次坐牢。这次事件发生后，当地领导“高度重视”，特警进村、“滋事者”被抓、村民通讯被控制。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越逃避、越封堵，就越是火上浇油。这就造成了无论政府拿出多么翔实的证据来佐证官方的调查结果，公众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不相信。于是，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因官民对立的情绪而引爆，并因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演变成公共事件。

3. 体制有待完善

制度是由社会确认的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体系，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制度变迁过程，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传统的社会制度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已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和阻力，逐渐走向解体和崩溃，但在面对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巨大需求时，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保障方式遭受着传统方式的冲击和挫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由于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局部性、不系统性，旧的制度、规范、价值观念被否定，但新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尚未形成，或者对社会成员尚不具备普遍有效的约束力，产生了“制度冲突”、“制度缺失”和“制度真空”等问题。社会规范权威失落或“真空”，社会整合和控制机制滞后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难以得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此种情况下公众极易产生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

4. 社会心理变化

心理变化是个体参与群体性行为中波动起源和强劲动力。个体行为的主观心理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不断提升。这使得公众在自身权益失去保障或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积极寻求可行的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有利特性成为公众维护利益、表达诉求的良好平台。

二是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强。相对剥夺感是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我国的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相对剥夺感，当弱势群体在相对剥夺感的心理的驱使下，难免会产生一种不满，对剥夺他们利益的群体怀有怨恨，甚至敌视和仇恨。

三是价值观混乱。传统的价值信念、道德文化和社会规范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断裂，人们价值观念混乱，社会行为失范，价值取向无责任化、极端化、粗俗化。在网络的匿名作用下，参与群体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极化决策和行为。

四是法制意识淡薄。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相应文化素质的提高却远远滞后，民主法制意识缺乏或不成熟，缺少理性的主体意识，普遍存在“法不责众”的意识，维权采用非正常途径。因为无需担心被追究责任，这在客观上鼓励了更多人参与网络群体事件，进而影响了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频度和影响广度。

四、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分析

（一）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影响因素

1. 刺激性诱发因素

首先，能够反映典型矛盾与集中冲突、触及网民切身利益、引爆网民共同经验的认同以引起网民的共鸣、吸引网民大量关注的事件往往能促发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在社会结构压力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触及公众利益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网民不满甚至怨恨情绪的爆发和宣泄。为表达某种共同情感的需求，广大网民积极响应，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举行网络汇聚、网络声讨、网络动员等活动，进而形成大规模的网络群体事件。

其次，违反道德和法律、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自身参与合法的诱因事件也容易促发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事件中包含的不道德不公正等极易煽动网民非理性的强烈的道德义愤刺激能够迅速引起广大网民的反感和厌恶。在以往经验的中，此类事件经由大众传播媒介报道后其影响范围迅速扩大并上升到公众议程的高度，相关政府部门迫于上级政府和网络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关注事件，甚至采取措施解决事件。“毒奶粉事件”、“楼歪歪”等都是网民群体在合法性出发点下对违反法律和道德、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行为的声讨和追责。

最后，具有戏剧化效果、超出网民意料的、能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的事件也是促发网络群体事件发生重要诱因。只有信息受到人们的关注、引起人们的兴趣才能成功地使人们产生集体意识和共同行为，才能成为网络群体事件的诱发因素。在网络群体事件中，衡量信息被网民关注程度和对网民影响力的指标就是网民的点击率。网络让人们的思维逻辑更加形象化、情绪变得简单而毫无掩饰、想象力变得极其丰富多彩。加之网络言论对于观点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表述，使得任何一个细小的情绪都被无限的放大和无止境的传染开来，身陷其中的网民极易受到暗示，总是轻易地被打动。

2. 心理距离和共同感知

心理距离是指事件的参与者在决定自己是否参与某些网络行为（读帖、回帖、置顶等）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自身与该事件的心理距离的大小。当事件关乎网民的切身利益，是他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时，则网民对该事件的心理距离较近，因而触发进一步的网络行为；反之则对该事件的心理距离较远，亦不会触发进一步的网络行为。

共同感知是事件的参与者基于共同的态度、认识和目标等形成的一种群体内部的思想和情感认同。通常对同一事件心理距离越近的网民越容易形成共同感知。对于网络群体事件来说，共同感知的形成尤为重要，因为它是网络群体事件集群行为参与者的黏合剂。在心理距离近的前提下，共同利益和关注、共同经验与比较、共同情感与传统道德让异质性的网民摒除个人不同成见，拥有和关注共同的话题、任务，形成对某项议题的共同感知，增强群体凝聚，进一步产生共同群体和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构建拥有强大的共同信念的集群群体，为个体行为酝酿成集群行动准备了条件。

3. 情绪感染

感染理论认为集群行为是人们情绪感染的结果。在群体中，个人的情绪极易受到群体情绪的感染和暗示。参与集群行为的人，其有意识的人格已经丧失，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又受到暗示的影响，人们的情绪朝着特定方向发展，并具有将这一情绪立即转变为行动的倾向。在人群密集的场合，并受到动员或组织，人们的情绪极易相互感染，而且这些感染时连锁式循环式的反应过程。在情绪感染的过程中，人们缺乏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

处于高度激动、兴奋状态中的人，群体意识、群体内聚力明显增强，极易相信流言、谣言，并在群体成员之间迅速扩散、感染。这种群体情景的扩展使群体激动情绪进一步高涨，采取行动的倾向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事件人员的行为主要被他们的情绪左右。在这种情绪状态下，他们会摆脱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束缚，产生偏激行为，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4. 行为动员

在网络环境下，行为动员是引发集群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着重探讨意见领袖在网络舆情、网络舆论、人肉搜索等各类网络集群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意见、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而在网络时代，网上表现最活跃、能够掌控信息和透视信息的草根网民就可以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权威是由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权威性越高，活跃程度越高，行动动员能力越强。通过积极频繁的信息发布和相关网络议题的设定，意见领袖通过宣传、示范、渲染、暗示等方式，强化网民在结构性紧张和共同感知的普遍信念阶段形成的认知、情绪与态度，号召网民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共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动员网民对某事的态度转化为对某事的具体行为的参与和响应。

意见领袖最初发布的信息，可能是一则新闻、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对话，但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加工和分析，却常常能触及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发网友的疯狂转帖、跟帖评论甚至人肉搜索。

如“70码事件”。杭州飙车案或杭州富家子飙车撞人案，同时也被中国网民称为“70码事件”（又称“欺实马事件”，音同70码，取欺背事实之意），是指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的一起改装三菱车因超速驾驶致人死亡的事件。

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谭某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胡某所驾驶的改装三菱跑车撞飞，后经120急救车送医院后不治。有目击者声称，谭某被撞出大约5米高后再重重摔在20米以外的地方，可能当场死亡。同日，肇事者胡某被刑事拘留，但有网友发现肇事者的QQ还在进行更新，因此质疑肇事者是否被及时拘捕。

事故发生当晚，事件照片即在网上成为热帖。

事发第二天，即5月8日，杭州交警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及“当时车速在70码（公里）”，由此引发舆论不满。

同日晚间，杭州市民及浙江大学学生自发走上街头为谭某举行追思会。浙江大学论坛上传出一封《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浙大学子致杭州市市长的一封公开信》，在网上广泛转载。公开信就杭州警方的公开通报会内容提出质疑，首推车速“70码”的判定，更尖锐直指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19楼”论坛对此事进行详细专题报道，网友们在自发悼念死者的同时，对肇事者进行了人肉搜索。网友“铁面包工头”在“19楼”发动网友力量征集文二西路车祸最有力的证据。在此事件中，一批“意见领袖”代表广大网民发表了他们对事实的渴望、对撞人行为的愤怒，以及对“富二代”、“权力腐败”、“权钱交易”等社会矛盾的联想，网民的集体智慧还产生了网络新名词“欺实马”，使得杭州飙车案演变为网络热议的“欺实马事件”。

5月14日，杭州飙车案事故鉴定完成，专家称“车速肯定不是70码”。杭州市公安局当日向媒体发布交通肇事案鉴定报告，认定事故车在事发路段的行车时速在84.1公里到101.2公里之间，且肇事车辆的发动机进排气系统、前照灯、悬挂、轮胎与轮辋、车身内部已在原车型的基础上被改装或部分改装。但是该鉴定报告被网友质疑其可信性，且受害人父亲拒绝在鉴定报告上签字。同时，杭州公安局发言人证实胡某还在羁押中。

5月15日，杭州警方以交通肇事罪向检察院提请批捕，并认定本次事故由胡某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杭州警方也就早前的70码说法向公众道歉。

7月20日，被告人胡某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

5. 网络、传统媒体的互动及集群行为涌现

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是网络群体事件频发，并导致集群行为涌现的重要作用因素。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受众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度大为降低，然而，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看，吸引公众普遍关注、甚至引起政府关注的事件，往往都经由传统媒体的发布，并深入地追踪报道的。事件的发展及最后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互动的结果。我们对网络群体事件进行分析会发现，大多数网络群体事件都经历这样的过程：网上发布议题→网民大量转载、回帖关注→传统媒体深化议题，设置媒体议程→公众议程→网民再次转载、回帖关注→传统媒体再报道→……→议题退出公众议程。

“孙志刚事件”的消息最早来源于西祠胡同的一个讨论区“桃花坞”，该讨论区内的网友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人。2003年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讨论区里发了一个帖子，称他有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该帖发布后，并未引起大量转载和讨论。然而，4月25日，该事件一经《南方都市报》披露后，立即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后又经新浪网等网站的转载，立即吸引了公众眼球，随即引起了网络的热议，这时“孙志刚事件”也由地方媒体报道的地方新闻成为了全国新闻，一时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随后，全国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全面介入该事件的报道。

网络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将不断弱化——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控制主要指政府等社会机构或组织通过各种干预和预防措施来对集群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施加影响，而网络环境下的集群行为更易受到舆论和传播的影响；传统媒体本该履行把关责任，通过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或修改而决定输出新闻的类型和质量，进而影响或控制着公众舆论的内容或走向，但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争夺公众注意力资源，传统媒体更愿意追逐网络舆论热点，弱化甚至放弃了自身的把关和控制权力。

在民众对政府合法性信任度逐渐降低和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的背景下，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及其影响势必导致更多人积极投入和参与集群行为中去。

（二）各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期，在资源配置不均、社会结构紧张等宏观的社会语境下，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政治身份的不平等、信息的匮乏、少数地方政府有损民众利益以及社会控制不当等社会现实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容易使处于相对弱势的大众对现实环境产生不满，对各类强势群体产生敌对和仇视心理。大众在现实环境中形成的不平衡感、被剥夺感会促使其产生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需求和动机，这正是人们进入网络或参与网络群体事件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网络新闻事件包含剥夺共同利益、违背共同经验和伤害共同等情感刺激因素时，该事件往往能够获得网民的热切关注，进而引发网民对该事件的心理距离远近判断。当该事件与网民心理距离近时，网民会进一步关注和参与事件的传播与讨论，形成进一步的信念认同和共同感知，自觉归属凝聚进入对应群体和阶层；反之，当该事件与网民心理距离远时，共同感知无法形成，网友无法凝聚成特个群体，该事件将迅速在网络中淹没沉降。

在具体的网络行为表现中，当网民由于诱发因素刺激、心理诉求驱动和共同感知的号召而希望对某一新闻事件施加一定影响时，就可以通过大量点击、浏览、回复、转发、置顶和加精等网络行为一致性地建构网络舆论热点来影响该事件，甚至推进网络新闻事件演变为网络热点事件。

在社会背景、结构性压力、刺激性诱发因素和共同感知的普遍信念都已具备的情况下，参与者的情绪感染和行为动员构成了网络群体事件的群体构建和集体行动的驱动动力。当网民点击、浏览和关注某网络热点时，如果有基于实现共同利益诉求和维护普遍道德价值的网民情绪的激发、积累和释放以及群体行为的动员、响应和互动，那么网民进一步采取回帖支持、讨论等响应行为动员的网络行为，进一步构建网络群体，动员集体行动，推动网络热点事件向网络群体事件发展。反之，如果没有对应的情绪感染和行动动员，网民不会采取进一步构建网络群体，动员集体行动的行为，网络热点事件将逐渐消亡、沉降。

在此基础上，积极迎合网民需求偏好的传统媒体的加入以及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起了网络群体事件集群行为中催化主次生事件互动和涌现的作用。

网络群体事件的主生事件是指导致网络群体事件爆发的初始事件，次生事件是指在网络群体事件演化过程中，由主生事件引发的派生次级事件。主生事件和次生事件紧密互动，相互影响，主次生事件不断涌现，构成集群行为。作为原始刺激源，网络群体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矛盾通过包含易吸引网民关注的各种要素的刺激性诱因事件的释放迅速积聚网民的关注热度。随着事件的持续升温，为了争取公众注意力资源，传统媒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加入，积极参与事件传播，激化受众情绪，动员网民表达诉求、维护利益，形成一级次生事件；在传统媒介的助力下，网民对事件产生持续关注和行动动员与响应，引发事件在网络平台的二次升温和扩散，而新生网络舆论热点将引发传统媒体的跟进参与和互动，并对下一阶段的网络热点乃至集群行为产生进一步的催化作用。如此循环往复，主次生事件不断互动和涌现，网络群体事件发生。

网络群体事件发生后，相关的责任部门对事件高度重视，政府对事件进行调查、调节，将涉及事件的信息公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事件的解决。至此，网络群体性事件逐渐消散、平息。

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分析

网络群体事件演化机制是研究网络群体事件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我们所研究的网络群体事件演化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见图9-2）：

[image: 293]
图9-2　网络群体事件的演化模型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网络群体事件演化轨迹的理论模型，在这模型中，网络群体事件的演化是一个动态演进、不断放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共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事件的常态期，此时的事件并没有得到网民的关注，处于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酝酿阶段。

第二阶段是社会冲突和矛盾不断积累，社会结构紧张，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网络新闻事件，这是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起源。在网络迅速发展、社会冲突和结构性紧张加剧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无法有效调解排除，公众尤其是公众中的弱势群体被剥夺感日益加强，进而产生不满和怨恨，再加之现实社会的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利益诉求渠道缺乏或不畅，促使公众诉诸网络来宣泄情绪、消除紧张、表达需求，出现诸多网络新闻形式的网上倾诉、网上求助和网上举报等行为，大大小小的网络新闻事件不断出现。

第三阶段是在网络发展和社会结构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包含刺激性诱因、极易引发网民关注进而产生共同感知和认同信念等要素的网络新闻事件转化为网络热点事件。在网络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网络新闻帖子出现，其中大部分都是积累的社会冲突和沉淀的社会风险的具体表达，但并非所有网络新闻事件都能够演变成网络热点事件进而导致网络群体事件。在这其中，网民新闻事件是否使用刺激表达、包含刺激诱因是其能否引发网民兴趣、吸引网民关注的关键因素，只有具备了这些因素才能争取到稀缺的网民注意力资源，才有可能进一步使网民产生某种共同信念的感知和普遍情绪的共鸣，进而推动群体意识的形成和网络集群的出现。在现实网络中，网民的点击率是信息被网民关注程度和对网民影响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网络新闻事件的被关注度迅速上升，事件发展为网络热点事件。

第四阶段是在网民情绪感染和活跃者行动动员驱动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形成紧密互动，主次生事件呼应，网络集群行为涌现，网络热点事件转化为网络群体事件。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在刺激性诱因和共同信念的推动下，网民积聚成群，其情绪相互暗示、相互感染，形成去个性化的集体意识，在活跃者号召维护利益、匡扶正义的行动号召下，网民情绪极易极化，内部动员逐渐实现；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失当、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极力迎合网民需求偏好的传统媒体的加入又进一步促使了事件的立体传播，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和交织渲染促使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进来，主次生事件互动扩散，集群行为不断涌现，最终转化为网络群体事件。

第五阶段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网络舆论不断扩散，事件影响不断扩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将事件涉及的信息公之于众，使得受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从而有利于事件的解决。

第六阶段是事件得到了解决，此时群体性事件得到平息，渐渐又恢复到了常态。

在整个网络群体事件演化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会有所不同。另外，各个阶段相互交织转换，形成了一个结合社会语境、网络热点感知要素、网络集群行为情绪感染和行为动员驱动以及传统媒体与网络互动引致的主次生事件涌现的动态演化过程。

第三节　基于新媒体的群体事件案例分析

广东“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体事件，也是一起基于新媒体的群体事件的典型案例。这起事件是继“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之后又一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分析“乌坎事件”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群体事件的演变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化解群体事件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参考。

一、事件概述

（一）事件起因

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 200亩土地陆续被当地政府贩卖，卖地款项达7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每亩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激发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

（二）事件经过

2011年9月21日两三千名村民手持横幅前往开发地块、村内存在土地争议的企业、村委会以及市政府游行请愿，一度封堵公路，当天政府没有表态；政府人员出走之后，村委会办公大楼人去楼空。翌日上午，百多名武警特警尝试进驻村内以武力驱散正在集会的市民（包括妇女儿童），警民在进村的公路上发生激烈冲突，十多人受伤，其中有两个儿童被打至重伤，需急救。村民情绪被激化之下，随后围攻村口附近之乌坎边防派出所，向其内投掷石块、竹枝和敲打并推翻停在门外的两架警车与两辆私家车，有十多名警察受伤；警方施放水炮驱散并拘留4人。

9月22日，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的民警和警车，6辆警车被砸坏。汕尾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

23日早上，当地人再度聚集乌坎边防派出所外，要求当局释放3名被拘留村民，及交代征地赔偿问题。翌日由全体村民推选的15位代表与陆丰市和东海镇多次沟通并向政府提出三项诉求：查清乌坎村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买卖情况，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公开村务、财务状况。

陆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邱晋雄代表市委市政府答复称：市、镇两级将组成强而有力的工作组进驻乌坎村，调查核实村民代表提出的问题；工作组于9月26日进入乌坎村，每7天公布一次工作进展；乌坎村“两委”干部要全力配合市工作组，村民代表参与监督。此外邱晋雄还要求村民代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以及村民绝对不能组织过激行为等，村民代表对答复表示满意，但这工作组没真正开展调查，镇政府委派至乌坎的党委代书记陈润基与陈文清为舅甥关系，加上之前历次上访均无下文之下，村民对此并不信任。

11月中旬，在工作组正在调查、解决诉求过程中，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致使事件出现反复。

11月21日，又有400名左右的乌坎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非正常上访，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至11时26分，上访村民自行离去。当天下午及第二天，在组织者策划下，发生几次数百人的村内聚集活动。

11月24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至11月26日，村里的白布标语、大幅宣传画已自行拆除。事态得到平息。

12月9日下午，汕尾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陆丰市委书记杨来发、副市长邱晋雄向国内媒体通报了乌坎村“9·21事件”的处置情况，当中提到11月1日，东海镇党委对存在违纪问题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副书记陈舜意予以免职处理，并接受陈舜意辞去村委会主任的申请。11月17日，市纪委对薛昌和陈舜意进行了立案查处。陆丰市副市长邱晋雄表示：村民关心的财务审计问题、土地问题（包括出让土地与宅基地问题）、村委会选举问题、扶贫助学与丰田畜产有限公司污染问题五大项诉求已全部获处理与落实；同日公安部门把“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另还有张建城、洪锐潮、庄烈宏、曾昭亮五人拘捕，把“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

12月10日，乌坎村民在微博内发布图片显示，有村民因不满政府解决事件的手法，再度举行集会活动，其中有人高举横幅。大批手持盾牌的武警和防暴警在乌坎村口附近之丰田蓄牧场戒备；当时村民与警方曾爆发冲突，民众于当天中午陆续散去，但翌日凌晨4时许再起冲突，汕尾市政府声言要严惩集会组织者，并以武警尝试强行进村，清除进村路障，受到村内近万名村民强烈抵抗，于清晨7时撤退，双方自该天起在村口设置路障，陆丰警方检查进村人士，禁止外来车辆或粮车进入村内。乌坎村民则对一些拿不出记者证或身份有可疑的人士查问，以防政府人员混入村内，但欢迎外国或香港记者进入。

12月11日凌晨，乌坎村民在微博发布图片和内容显示：12月11日村民因不满政府解决事件的手法再度与警方爆发冲突。大批手持盾牌的武警在乌坎村口戒备，并向手持棍棒的村民发射水炮，民众在于当天中午陆续散去。但风波显然未就此平息。

12月11日，陆丰市新闻办发报新闻称“犯罪嫌疑人薛锦波，在汕尾市看守所羁押期间（第三天），突感身体异常，被紧急送往汕尾市逸挥基金医院抢治。经持续抢救无效，在当天上午11时许宣告死亡”。汕尾市逸挥基金医院称“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已初步排除其他死因”。村民代表薛锦波猝死，再度引爆大规模抗议与封村行动。

12月13日，广东省针对“9·21事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召开新闻发布会，汕尾市检察机关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薛锦波的死因进行第三方鉴定，并强调积极做好“9·21”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后续工作。

12月20日，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省工作组进驻汕尾陆丰，调查处置乌坎事件，尽快恢复乌坎法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乌坎代表临时理事会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项要求以换取取消游行，其中包括停止与收回涉及以前不合法的土地买卖，由政府赔偿被征地者损失，未来开发前先征求村民意见，另给陆丰政府五天时间交还薛锦波遗体，原定之游行并没有举行；晚上广东卫视播出上午在陆丰市政府召开的干部群众大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称群众的主要诉求合理，大多数群众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提出村内只要不再组织与政府对抗，不会进村抓人，而林祖銮和杨色茂等组织者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可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村民连日来集会游行告一段落。

2012年1月15日上午，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召开党员大会，省委组织部王叶敏宣布村党总支部正式成立，由民选代表、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林祖銮担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负责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乌坎村党总支部成立后，该村原党支部自行解散。林祖銮与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熊伟随即着手筹备往后的选举工作。

二、“乌坎事件”的演化机制分析

我们对“乌坎事件”的演化机制分析主要是依据上面所总结的网络群体事件的演化模型来进行的，进而得出我们应如何处理群体事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一阶段是事件的常态期，此时的事件并没有得到网民的关注，处于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酝酿阶段。但有关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等矛盾已经有所显现，与乌坎事件相类似的有“瓮安事件”、“石首事件”。

“瓮安骚乱”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在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的群体性事件。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受到当地群众冲击。事发缘由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和当地警方涉嫌不公正暴力执法引起群众的不满。

“石首事件”，是指2009年6月17日，发生在中国湖北省石首市的一起公民非正常死亡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第二阶段是社会冲突和矛盾不断积累，社会结构紧张，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网络新闻事件，这是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起源。

广东“乌坎事件”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集中体现了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农民的利益被剥夺、尤其是土地被征收，集聚到临界点后集中爆发。这些问题交织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这起看似“偶然性”的冲突背后存在着争夺利益的“必然性”动因。

斯梅尔塞认为，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tiveness）是导致群体事件的一个首要因素，特定的社会结构是造成特定群体性事件的温床。
[40]



近年来发生的新媒体群体事件，其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差异导致的民心不稳，当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激化干群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的发生即是社会矛盾酝酿至临界点后引发的官民冲突。

斯梅尔塞认为，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是群体事件的又一诱因。结构性紧张是人们普遍感觉社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如社会压迫与剥削等。
[41]



新媒体群体事件中弱势群体是极易感到结构性紧张的，他们往往觉得自己的利益被剥夺，从而希望借助网络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2011年11月21日，400名左右的乌坎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非正常上访，有村民在上访中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的标语。正由于常规路径无法舒缓村民们的紧张感、利益剥夺感，他们才会作出对抗政府的过激行为。

第三阶段是在新媒体发展和社会结构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包含刺激性诱因、极易引发网民关注进而产生共同感知和认同信念等要素的新媒体新闻事件转化为热点事件。

群体行为的参与者必须对他们诉求的社会问题达成一种一般性的共识，这个共识的产生要被所有参与者清晰地理解并赞同。当民众无法通过主流媒体了解事实真相时，只有依赖互联网上的流言，结果产生的“一般性信念”即是对政府和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在“乌坎事件”中，事发两月后，有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11月21日下午及第二天，在组织者策划下发生了几次数百人的村内聚集活动。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还需要有触发性的因素起作用。有时这个触发性的因素未必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的显著性和重要性，而在于出现的时机。“乌坎事件”中村民薛锦波死于看守所是一个触发因素，而官民之间的长期矛盾是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低的真正原因。

广东“乌坎事件”中，这些刺激诱因引发了网民兴趣、吸引网民的关注，这样使网民产生某种共同信念的感知和普遍情绪的共鸣，进而推动群体意识的形成和网络集群的出现。随着事件的被关注度迅速上升，事件发展为新媒体中的热点事件。

第四阶段是在网民情绪感染和活跃者行动动员驱动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形成紧密互动，主次生事件呼应，网络集群行为涌现，网络热点事件转化为网络群体事件。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在刺激性诱因和共同信念的推动下，网民积聚成群，其情绪相互暗示、相互感染，形成去个性化的集体意识，在活跃者号召维护利益、匡扶正义的行动号召下，网民情绪极易极化，内部动员逐渐实现。“乌坎事件”中，民众在游行请愿的过程中，情绪相互感染使得参与者情绪更加激动，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整个群体发生了情绪共振和燃烧，集体行为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群体中的个体进入了“去个性化”状态。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又叫个性消失，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提出的，意指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丧失其个体性而融合于群体当中。此时人们丧失其自控力，以非典型的、反规范的方式行动。比如，球迷们闹事，每个人都很少考虑自己行为的适当性，很少考虑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去个性化的典型例子。

在“去个性化”状态下，攻击性行为和越轨行为大量产生，冲突越来越激烈，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打砸警车、警员的非理性行为。群体情绪燃烧期集群行为的特征是：集群行为从请愿质变为打、砸、抢、烧；从理性质变为非理性；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失当、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极力迎合网民需求偏好的传统媒体的加入又进一步促使了事件的立体传播，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和交织渲染促使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进来，主次生事件互动扩散，集群行为不断涌现，最终转化为网络群体事件。广东“乌坎事件”舆情自发生到正面妥善应对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时间段内，信息实现了由曲解、过度解读到公开透明的过程。从新闻媒体关注度走势中我们看到，在事件前半期，相对于互动媒体关注度略微爬升的幅度，新闻媒体报道量一直处于零左右。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分析，在前期由于信息真实性无法确定，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程序，仅有少量海外媒体进行了直接报道。相反，在事件处理后半期，政府的公开应对和表态促进了媒体关注度的突飞猛进，在传播中把握了信息主动权。在互动传播走势中我们看到，相对于微博的火爆发展，BBS在此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BBS的发帖在事件初期促进了网民对事件的了解和村民诉求的知晓。在后期，微博发力，推升了该事件的舆情热度。网民在此过程中从半信半疑的质疑开始，后期逐渐走向理性。

此外，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也是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社会控制包括政府的政治、军事等法律机器，也包括报纸、电台、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从“乌坎事件”可见，政府和媒体都没有及时监督和管控，在事态容易控制的前期疏忽了适度管控，导致后期事态急剧扩张和恶化。如果政府及时了解网络舆论动态，及时辟谣或是做一些安抚民众的工作，这场暴乱完全可以避免。暴乱既已发生，当地政府官员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来善后，任由其恶劣影响继续传播，致使当地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受损。

第五阶段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网络舆论不断扩散，事件影响不断扩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将事件涉及的信息公之于众，使得受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从而有利于事件的解决。“乌坎事件”后期通过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使舆论不断扩散，政府部门高度重视。12月13日，广东省针对“9·21事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积极做好“9·21”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后续工作。12月20日，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省工作组进驻汕尾陆丰，调查处置乌坎事件，尽快恢复乌坎法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第六阶段是事件得到了解决，此时群体性事件得到平息，渐渐恢复到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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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实证研究


第十章　关于新媒体舆论的实证研究

包括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新媒体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产业经济规模稳步增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向各个领域渗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互联网提升了政府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互联网服务大众，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大规模的手机用户随机电话调查并定量分析，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事实，得出了不少意外的新发现。

我们采用了手机用户随机电话调查的方法。抽样方法是随机抽样。调查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的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武汉、广州、成都。调查时间是2010年6月1日-7月31日。调查对象为个人手机用户，按性别、年龄、职业进行条件划分。设计样本规模为4 000人，在北京、武汉、广州、成都四大城市，按调查对象条件各选择1 000人。本次调查共访问有效样本3 421人。调查数据截止日期是2010年7月31日。以下是调查的分析结果。

一、新媒体的可信度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

（一）以手机媒体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信任度与报纸相仿，电视的信任度最高

有人认为，新媒体的可信度低于严肃的传统媒体，尤其是低于报纸等纸质媒体。但是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手机、网络、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信任度分别为：22.4%、19.6%、20.7%、12.6%、34.2%。

调查显示，手机媒体、互联网与报纸的信任度相似，推翻了所谓的“报纸信任度高”的流行观点；而电视的信任度最高，原因是人们觉得“眼见为实”，认为视频不容易造假。

我们的问题1是：

请您给手机上传播的新闻信息、互联网上的新闻信息、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信任度打分，满分为100分。

我们关于新闻的信任度的调查，颠覆了不少人的认为新媒体新闻可信度低的偏见。

其实之所以出现假新闻，与媒体形态没有必然关联，关键在于背后是否具有利益驱动，即是否通过雷人的假新闻来提高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二）中国网民宁可相信微博

从经典的传播学理论的角度看，微博上的新闻信息，由于是网民自发上传的，没有经过“把关人（记者、编辑）”的信息核实与过滤，其可信度原则上低于传统的报纸、广播与电视。但是我们的调查却发现：网民宁可相信微博信息。

我们的问题2是：

当你发现在微博上与传统媒体上，关于同一事件的报道不一致时，你相信：

（1）微博；　（2）传统媒体（报纸、广播与电视）。

调查结果：63.5%的受访对象选择了微博。可见，中国网民宁可相信微博。

无独有偶，《小康》杂志于2012年9月4日发布了一项调查统计，其调查结果与我们的调查结果类似。

《小康》杂志调查显示：网络与微博虽然目前还不具备挑战电视公信力的实力，但是网络和微博这两大网络媒体（69.7%）的公信力却已经远远超越了报纸和杂志这两大纸质媒体（54%）。

分析其原因，目前，有偿新闻不止、假新闻泛滥、低俗节目充斥荧屏，甚至新闻真实、职业道德被牺牲，对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产生了影响。

《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分别占据了公信力最强的报纸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为办报宗旨的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位列第三。

《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都获得了公众较深的信赖，虽然公众愿意倾听并信任来自外电的声音，但与发自中国国家通讯社的声音相比，大家还是会选择信任自己国家的通讯社。《小康》对公众心目中全球六大通讯社的诚信度调查发现，中国新华通讯社和英国路透社获得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其他4个通讯社。

对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较高的新闻节目进行了公信力调查，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以深度报道为主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头号王牌栏目《新闻联播》，并且该节目已跃升为世界上观众最多的新闻节目；排在第三位的是一档兼具新闻时效性、法治思想性和法律服务性的法治新闻节目《法治在线》；改变了中国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被誉为“开创了中国电视改革先河”的《东方时空》列第四位；中央电视台唯一一档深度调查类节目《新闻调查》排在第五位。位居榜单前十位的还有《新闻1+1》、《新闻30分》、《每周质量报告》、《朝闻天下》和《共同关注》。

在“公众心目中公信力最强的主流网络媒体”排行中，新浪网居首，腾讯网紧随其后，凤凰网列第三位，人民网和网易并列第四位，而与新浪网、网易、腾讯网并称为“中国四大门户”的搜狐网被挤在了前五名之外。在这5个公信力最强的网站中，新浪网的实力一直不容小觑，它的品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其较强的公信力，在2012胡润民营品牌榜上，新浪网以140亿元的品牌价值，排名第九；而腾讯网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成立以来始终处于稳健、高速发展的状态；凤凰网、网易则分别以“开创新视野，创造新文化”和“有态度”的精神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而人民网则胜在“权威、实力，源自人民”的理念上。

相对独立却又依附于网络的微博，紧随网络之后，排在了“受访者心目中公信力最强”媒体类型的第四位，有27.5%的受访者将票投给了微博。广播（19.3%）、杂志（9.1%）的公信力都不敌微博，分列第五位和第六位，手机报（5.8%）和户外广告媒体（2.1%）则垫底。

可见，在目前的中国，网络和微博（69.7%）的公信力却已经远远超越了报纸和杂志这两大纸质媒体（54%）。

二、手机媒体成为新媒体中的新媒体

单从用户（受众）规模看，手机媒体的影响力就已经远远超过传统报纸读者、广播听众，直逼甚至超越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

衡量一个媒体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现实和潜在的受众数量，而对手机媒体来说，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用户资源。手机用户数远远超过网民与报纸读者的数量。与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杂志，点击率最高的网站，以及客流量最大的车站、地铁等场所的户外媒体相比，手机媒体拥有数量更庞大、类型更广泛的受众群。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3年1月发表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 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年增长率达18.1%，远超网民整体增幅。此外，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继续提升，由69.3%上升至74.5%，其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

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2011年，全球移动用户数达到57.871亿，比2010年增长了10.13%，占全球人口总数的87%。2012年，全球移动用户数预达到了62.63亿。

我们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问题3是：

如果你出门时忘记了带手机，你会选择：

（1）立即回家拿；（2）如果来得及，就回家拿；（3）不用回家拿，不用手机也无妨。

调查结果，90.8%的受访对象选择了“立即回家拿”，7.7%的受访对象选择了“如果来得及，就回家拿”，仅1.5%的受访对象选择了“不用回家拿，不用手机也无妨”。

三、新媒体已经成为主流媒体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落幕，世界真正感受到贯穿始末的是新媒体的影响力。新媒体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有四种主要传播方式：YouTube为代表的网络视频；Twitter为代表的博客网站；Facebook为代表的社会网站；个人竞选网站。

然而，不少学者、相关管理者却并不认为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对“主流媒体”概念的争论，存在官方和民间、计划和市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较大分歧。新华社2004年开展了“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研究，该课题认为主流媒体有六条评判标准：（1）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2）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3）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4）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记录者；（5）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6）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这些标准被不少人认为对当前我国主流媒体较为权威的界定。
[1]



但是，以往对“主流媒体”的界定和争论，都是将“主流媒体”限定在传统媒体之中，并没有将新媒体纳入“主流媒体”的范畴。甚至还有人将“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对立起来，如杨伟光《未来的主流媒体：新媒体》一文。
[2]



我们认为，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以往对“主流媒体”的界定和争论其实都是基于传统媒体，观点已经过时，新媒体才是当今真正的“主流媒体”。

我们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问题4是：

你获取新闻新的主要渠道是（可以多选，最多不超过2个）：

（1）手机；（2）互联网；（3）报纸；（4）广播；（5）电视。

调查结果，有57.8%的受访对象选择了手机，79.7%的受访对象选择了互联网，17.8%的受访对象选择了报纸，8.5%的受访对象选择了广播，36.2%的受访对象选择了电视。

我们的问题5是：

你每天阅读的新闻媒体数量是：

（1）1个；（2）2个；（3）3个以上（包括3个）。

结果，有47.8%的受访对象选择了2个，44.7%的受访对象选择了1个，7.5%的受访对象选择了3个以上（包括3个）。可见，绝大多数人每天阅读的新闻媒体不会超过2个。

我们的问题6是：

请写出你获取新闻的主要媒体：（可以多选，最多不超过2个）：

结果，有27.8%的受访对象填写了新浪新闻，24.7%的受访对象填写了百度新闻，19.4%的受访对象填写了腾讯新闻，17.4%的受访对象填写了新浪微博，16.3%的受访对象填写了网易，15.7%的受访对象填写了搜狐网，15.5%的受访对象填写了凤凰网，11.8%的受访对象填写了新华网，11.7%的受访对象填写了人民网，10.7%的受访对象填写了《参考消息》，10.4%的受访对象填写了《环球时报》，9.7%的受访对象填写了《南方周末》，2.2%的受访对象填写了CCTV，6.7%的受访对象填写了其他媒体。




[1]
 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主流媒体如何增强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之一：主流媒体判断标准和评价》，载《中国记者》，2004（1）。


[2]
 参见杨伟光：《未来的主流媒体：新媒体》，载《当代电视》，2009（11）。



第六篇　对策与展望


第十一章　新媒体舆情的应对策略

舆情处置是指对于网络事件引发的舆论危机，通过利用一些舆情监测手段，分析舆情发展态势，加强与网络的沟通，以面对面的方式和媒体的语言风格，确保新闻和信息的权威性和一致性，最大限度地压缩小道消息、虚假信息，变被动为主动，先入为主，确保更准、更快、更好地引导舆情的一系列危机处理方法。

舆情应对的首要条件是了解舆情发展态势，分析舆情民意动向。而全面信息数据来源则需要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提供。

新媒体舆情的应对的理论基础是生命周期理论，因为网络舆情的发展遵循生命周期理论（见图11-1）。

[image: 312]
图11-1　网络舆情的发展遵循生命周期理论



网络舆情管理如同反导弹拦截：处置越早，成本越低，效果越好。

第一节　日常的舆情监控与分析

一、舆情监控

舆情监控，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

实施舆情监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监控的主体必须是有执法权的国家部门；（2）被监控对象有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重大嫌疑；（3）监控的程序必须合理合法，不得侵害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商业利益，必须维护个人和团体的合法权益，监控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一旦发生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舆情问题，如谣言、非法集资活动，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确的方式是：舆情监测系统及时发现问题并预警，针对危机，第一时间内启动危机公关预案，快速利用多种舆情疏导手段进行澄清，如在官方网站、主流论坛发帖召开新闻发布会等，与谣言赛跑，更早地告知民众真相，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封堵。好的舆情监测系统应该做到实时发现问题，快速指定疏导预案，将疏导的信息及时发送给各大网站。

网络舆情监控系统有大幅减少人工搜集的工作量、全面覆盖、实时监测、辅助舆情分析等优点，它通常包括三个基本模块：网络舆情采集系统、网络舆情分析引擎、舆情服务系统。

舆情系统需要综合运用搜索引擎技术、文本处理技术、知识管理方法、自然语言处理、手机短信平台，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获取、提取、分类、聚类、主题监测、专题聚焦，以满足用户对网络舆情监测和热点事件专题追踪等需求。

舆情系统集成了舆情监测、舆情采集、舆情智能分析、舆情处理、舆情预警、舆情搜索、舆情报告辅助生成、舆情短信自动提醒等核心功能。

二、舆情分析

舆情分析就是根据特定问题的需要，对针对这个问题的舆情进行深层次的思维加工和分析研究，并得到相关结论的过程。

舆情分析的主要方法有：（1）内容分析法。它是一种对信息内容作客观系统的定量分析的专门方法，其目的是弄清或测验信息中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提示信息所含有的隐性情报内容，对事物发展做情报预测。（2）实证分析法。它是通过分析大量案例和相关数据后试图得出某些结论的一种常见研究方法。

对舆情的分析首先要明确事件或话题本身所处的阶段，一般分为引发期、酝酿期、发生期、发展期、高潮期、处理期、平息期和反馈期等不同阶段。其次，应该在分析某一舆情热点之前对其进行科学的类型界定。热点事件一般主要分为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公权力形象、司法事件、经济民生事件、社会思潮、境外涉华突发事件等。

针对舆情的影响力、民众利益的关切度和对公共部门形象的破坏程度，舆情分析的观点参数设置与数据分析框架应注意反映如下情况：事件发展概况与脉络，民众的主要观点与情绪；民众处于认知、态度表达阶段还是处于行动阶段；引起民众从认知到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骚乱的程度；组织化程度与有无行动计划性；慎用政治化解读，分析有无明确的利益诉求；有没有对现存社会体制构成巨大冲击；被反华势力支持或利用的可能性有多大；行动的对象目标明确与否，其具体指向是哪些部门甚至现存体制等。舆情分析研究人员要成为“非参与性的观察者”，而要防止成为“非观察性的参与者”，既要保持中立，又要敏锐。

第二节　应对原则

一、黄金24小时法则

新媒体平台上负面信息处置的关键时间是信息发布后的24小时。如果能24小时内及时处置，就可能化解危机，防止其成为舆论热点；否则就可能演变成为新媒体事件。因此各级宣传、公安等管理部门要建立新媒体舆情的监测预警系统，对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天候的跟踪监控，一旦出现舆论监督和其他负面信息，要力争在第一时间发现，并迅速反映给当事方和上级主管部门。

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掌握主导权。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危机沟通管理。真实透明的信息、开放式的报道、人本化的沟通，不仅不会引发恐慌，给政府添乱，而且会促进网络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良性互动，产生积极效应。

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发布事件信息，是责任政府的重要表现，它对于公众了解事件真相、避免误信谣传、稳定人心，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时间的舆论引导。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有助于政府掌控危机事件的主动权，稳定人心，避免出现歪曲性报道并防止谣言传播。

第一时间掌握新闻主导权。危机因具有高度的破坏性而天然地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激起他们的兴奋情绪。对此，若引导得好，会向着危机管理的有利方面发展；引导不好，则有害于危机事件的处理。媒体既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也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

对于新媒体平台上出现的舆情信息，原则上映实行属地管理。所在地区的宣传部门是发现舆情的第一责任人；在发现涉及本地的新媒体舆情后，要尽快启动应对机制，迅速联系舆论关注的相关单位或个人，通报新媒体舆情信息，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搜集整理舆论应对材料；当事单位和当事人是舆论应对的第一责任人，必须根据新媒体舆论反映的情况快速作出反应。

二、信息公开原则

新媒体环境下，应该及时公开信息，而不是、也不可能封杀信息！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在突发事件中，要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既不失语，又不妄语。

（一）政府相关部门要善于发挥主场优势，警惕主场劣势

政府的主场优势表现在：公权力优势、媒体优势、知情优势。“主场劣势”：网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司法公正的失望，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

在舆情应对中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网民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不失语、不妄语，发挥信息优势，学会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力地引导舆论，但也要警惕政府的主场优势变成主场劣势，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二）“抢旗帜”和切割战术

在网络舆情中勇于“抢旗帜”。在舆情频发的今天，要高扬社会公正司法公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积极排查和解决社会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要因为种种顾忌，把这样的旗帜送给网上意见领袖，而让广大网民对政府失望。

要善于使用切割战术，即：中央和地方切割，政府和无良官员切割。

第一，宜疏不宜堵，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化。突发的热点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必然会引起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此时形成的网络舆情会包含着各种网民声音，其中不乏偏激的不理性声音，甚至有时候这种声音是占主流的。在处理此事件时应该通用事实说话，公开信息真相，设置议题议程，疏导舆论。而不是搞封堵杂音、堵塞舆论通道，这更多的时候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只有事实才是引导舆论的根本。

第二，宜解不宜避，主动承担应有的责任。舆情危机的爆发，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对突发事件问责处置采取回避不积极解答导致，而问责又是事件的舆论焦点。因此在舆情应对时要求主动解答公众疑问，不能回避，更不能回绝。

突发事件应对三要素通常是：公布事实、官员问责、惩戒违法民众（见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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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突发事件应对三要素



三、积极主动与媒体和民众沟通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与官员意识到积极主动与媒体和民众沟通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部门与官员开微博。不过，目前的不少政务微博、官员微博，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实质性常态的互动。在微博中，所有人都平等，不会因为你是官员影响力就高人一等。

新媒体舆论的引导策略可以归纳为：快速发现新媒体舆情，明确舆论责任主体，主动设置新媒体议程，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认真回应质询议题，坦诚对待公众疑虑，适时进行权威评论，积极开展民意互动（见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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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新闻发布活动的多种形式



在突发事件中，政府部门要主动组织与积极策划新闻宣传，主动通过媒体赢得公众。

与媒体沟通最终是与记者的沟通，而记者——不是你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不是你上级，也不是你的下级；记者，永远是你的挑战者。

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的代言人，要尽快与媒体进行沟通，认真回应质询议题，坦诚对待公众疑虑。

新闻发言人的危机公关也主要表现在与媒体的沟通上面。作为政府代表的新闻发言人要最早、最先、最快说出事情的真相。

新闻发言人要有力地传递主信息。在出场之前，必须清楚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主信息是什么，通常称为SOCO，即Single（唯一的）、Over-riding（最重要的）、Communications（沟通）、Objects（目标）。

应对媒体，新闻发布的具体传播控制策略主要有：

（1）报道管理：要处理好报道角度、报道口径、报道尺度、报道形式，并且有后续报道的跟进。

（2）不间断发布最新信息：随时发布事件动态信息；及时发布政府的应对举措；调动社会积极参与应对；事后结果的最终发布。

（3）发挥主流媒体（包括主流的新媒体）的作用。一旦主流媒体能准确及时地提供真实的权威新闻信息，公众就会减少通过其他方式搜集信息的行为，各种谣言和“小道消息”自然会消失。政府如果采用“不报”或“瞒报”的做法，则首先会影响到主流媒体的信息发布，使主流媒体在舆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同时大大减小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和影响力，不利于社会稳定。

（4）适时组织专家引导。政府相关部门要适时进行权威评论，组织专门的专家队伍，通过专家发布评论和指导，围绕专家意见开展报道。

在与媒体积极主动沟通中，要提出报道要求，掌握核心信息传播渠道，确保信息输出规范可控。

与媒体打交道的5项基本原则是：态度诚实；信息公开；前后一致；信息清晰；备有预案。

与记者沟通的10条黄金法则是：任何一次与媒体的沟通都是一次机会，而不是威胁；充分准备，了解记者的采访安排；认真做好采访前的调研和准备；掌控采访过程；做到有礼貌，有耐心，心情愉快；交流简单清晰，不说行话、套话；回答要准确简洁；不说“无可奉告”；不说谎，不猜测，不推测；不发表个人观点。

在发生灾难性突发事件时，新闻发言人站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人性化的方式表现出对事情的关心，然后是行动和对事件的全局看法。因为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人民受到伤害，他们感到恐惧、愤怒和困惑。

四、政务微博成为应对突发事件优选渠道

2012年10月，新浪微博发布了《2012年第三季度政务微博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9月底，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已达50 947个。其中，政府机构微博33 132家，公职人员微博17 815个。

政务微博已经成为应对突发事件优选渠道。如北京“7·21暴雨事件”，政府官方微博直面舆论，及时、主动地介入突发公众事件，赢得了舆论的好评。其次，基层政务微博凸显问政影响力，有不少基层政务微博上榜，成为带动微博正能量的公众人物。

北京“7·21暴雨事件”中，“@北京发布”、“@北京消防”、“@平安北京”、“@交通北京”与16区县政务微博持续不断发布官方信息，合力形成了官方舆论场。暴雨过后，有谣言称房山一养老院200名老人死于暴雨灾害，房山区政府官方微博“@funhill房山”第一时间发布调查结果表示敬老院死亡人数为零，有力地澄清了事实。作为此次灾害较为严重地区的政务微博，“@funhill房山”微博直播救灾，做到了信息公开透明，为政府应对灾害赢得了主动权和加分评价。

从“5·26飙车案”深圳交警直面网友质疑起，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政务微博可以形成政府舆论场，抢占舆论引导权。同时，对于突发性公众事件，政务微博应及时主动介入，发出权威声音，进行正面引导。如在2012年9月中旬，全国多个城市发生抗日保钓示威游行，部分地方出现过激违法行为。北京、上海、成都、长沙、南京、广州、深圳等地政府新闻办和公安系统均通过其新浪官方微博表态，引导公众理性爱国，同时强调对违法犯罪行为将严肃查处。政府官方微博及时、主动的介入突发公众事件，赢得了舆论的好评。

五、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其实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解决好民生问题，完善常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是网络舆情应对的基础。

例如，拆迁是众多危机事件的导火索。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及执法部门应作裁判。除非出于公共利益，在拆迁中，政府及执法部门只应该保持中立、作裁判，而不是维护开发商的利益。作为商业活动，开发商应该事先评估拆迁风险。

最牛的“钉子户”或许在日本。因为居民不肯搬迁，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1号跑道拖延十几年才完成，2号跑道无法修到规定长度屡发起降险情，3号跑道至今还在图纸上不能动工。

成田机场是无法提供夜间起降服务的，因为根据和机场内几户居民的协议，夜间禁止起降，以免影响到这几个“钉子户”的休息。

这几户人家就住在机场里面，他们已经与政府和机场斗争了40年。很多居民都已经搬迁了，只剩下他们坚守在这里。热田家就住在规划中的3号跑道上，这条跑道一直不能动工。

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也是一种执政能力。“言塞湖”的“诞生”，往往是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就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彻底阻截“言塞湖”，当从“清淤”始。


第十二章　新媒体舆论的未来展望

互联网的应用肇始于美国。1969年，美国军方主导的ARPA（阿帕网）将美国西南部四所著名大学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这是互联网的雏形，在这之后，互联网的应用逐渐从军方拓展至民间，由美国延伸至全世界。

1973年4月，美国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工程技术员马丁·库珀发明世界上第一部推向民用的手机，马丁·库珀因此也被称为“现代手机之父”。1981年，全球首个移动通信网络Nord Mobile Telephony（北欧移动通信）相继在沙特阿拉伯、瑞典和挪威开通。
[1]



互联网和手机这两大新媒体的典型代表，从一诞生开始就具备了媒体的天然属性，人们利用互联网与手机共享信息。自身所具备的传播优势让两者的普及速度比以往任何媒介形式都要快。据测算，因特网从投入商用到拥有5 000万用户用了4年，而广播和电视分别用了28年和12年；
[2]

 从发明电话至2001年，固定电话花了125年的时间用户才突破10亿，而移动电话只花了21年就达到了同一水平。全球移动用户从10亿到20亿只用了3年时间。
[3]

 发展至今，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突破20亿，手机用户突破50亿。
[4]



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其他媒体所不能比的规模，它们也深刻地改变着使用者的生活方式。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时代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不是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形式本身。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假设，媒介形式是划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产物，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造就“互联网一代”，手机媒体造就“手机一代”，新媒体时代的人们，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动指南都不同于使用传统媒体的用户。

2006年，由于用户创建内容为指导思想的，如blog、YouTube视频和社交网络Myspace等各种互联网应用的爆炸性影响，“YOU（你）”被时代杂志选为2006“年度人物”。时代杂志在颁奖词中提到，人们对于新媒体的大规模使用所造就的巨大影响力，“Not only change the world, but also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changes（不仅改变了世界，还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模式）”。

无论是从使用者个人的生活改变看，还是从宏观的社会变革看，新媒体舆论的发展速度与现时影响力都有目共睹，因此，要对新媒体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无疑是困难的。在本章的内容中，我们只能在前文已有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新媒体舆论的未来及管理做出尽可能的判断和建议。

第一节　新媒体的展望

一、新媒体成为主流媒体

因为话语体系与参照标准的不同，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样的媒体才算得上是“主流媒体”，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存在着较大争论。在体制内的官方话语体系下，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正部级建制的媒体单位被认为是主流媒体的典型；而在民间市场化的标准参照系下，受众群体庞大、报道内容形成社会影响力、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媒体诸如湖南卫视、《南方都市报》等被看作主流媒体。尽管以往的主流媒体定义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这些对于主流媒体的界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将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形式排除在外，人们更倾向于将主流媒体的定义圈局限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与电视）内部。

我们认为，判断一种媒体是否已经主流化，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用户数量与社会影响力。一方面，应用该媒体的人数不再是社会中的少部分边缘族群；另一方面，该媒体通过用户使用，取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命题“新媒体是否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毫无疑问，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媒体。

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创新与扩散”理论的研究表明，一种新生事物在一个社会的掌握人数超过该社会总人数的20%，即意味着这一新生事物突破主流化的“临界点”。
[5]

 以2010年11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13.7亿记，中国网民占总人口比例达35.4%，手机网民占比23.2%，均已超过主流化的临界点。

另一项数据同样值得关注，2011年9月20日，中国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手机用户总数已达9.2726亿户。
[6]

 这也就是说，手机网民占总体手机用户比例达34.2%，而总体手机用户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达67.7%。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至2013年2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总规模已达113 204.3万户。

与互联网与手机媒体高覆盖率形成对比的是“报纸消亡论”的出现。报纸通常被认为是传统媒体的最典型代表，在多种语境下，重要的报纸也均被无争议地视为“主流媒体”。然而，真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主流媒体”，目前正遭受着“是否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严峻考验。

在报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报纸似乎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退出。据新闻学者范东升统计，从2007年年末至2010年3月，美国共有200家报社关闭，其中13家停刊后转为网站继续出版，有的付费报纸停刊后转为免费报，或减少出版刊期。这其中不乏诸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的百年大报。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闻项目发布的《新闻媒体状况》报告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倾向于从互联网获取新闻，其数量已经首次超过报纸读者。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有41%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部分国内和国际新闻”，比一年前上升了17%；通过报纸获取新闻的读者占40%，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46%，2006年为52%。项目主任汤姆·罗森斯蒂尔表示，新闻读者正在快速转向网络，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传播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
[7]



在我国，2008年报纸总印量首次出现下降，比上一年度下滑2.45%，2009年度持续这一下降态势，较2008年度下滑6.78%。而网络新闻的用户数量经过持续不断的增长，到2011年6月底已达3.6亿，占总体网民比例74.7%。互联网与手机等新媒体所带来的冲击被普遍认为是报业生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报纸的衰落之路也正是新媒体的主流化之路，在人们接受新闻信息的总时空有限的前提下，挤压报纸的正是新媒体。

更重要的是，当电脑连接到网络时，赋予了用户接触全球网络所有信息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了从传统媒体上复制到新媒体上的信息，如报纸电子版），而反过来传统媒体却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单纯从用户规模来看，以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前所未有的信息优势，已经全面成为主流媒体，并对已有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造成一定挤压效应。

不单单是在数量上主流化，新媒体的主流化更体现在其影响力上。“上访不如上网”——在当下中国，这是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于互联网等新媒体作用的表层理解，即通过营造推动互联网舆论的发展，来实现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成的个人诉求。“互联网维权”成为当下的热门词汇。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舆论的承载平台正在从现实社会转移至虚拟的新媒体。尤其是博客、微博、社交媒体等自媒体应用形式出现之后，每个公民都成为新闻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而为制造与传播提供平台的新媒体，影响力也日渐强盛。

2004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被视为新媒体影响力发育的重要节点。“孙志刚事件”虽然是由传统媒体报道，但是真正引发全社会关注却是在网络媒体转载后，门户网站对《南方都市报》这一报道的转载使其由地方性新闻升级为全国新闻。人们在门户网站的跟帖中、在论坛上、在个人博客上，纷纷讨论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一事件。网络上舆论的形成与放大，伴随着事件揭发、调查、审判的每一个环节，推动着事件朝良性的方向运行，并最终促使官方作出正面回应，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如果没有网络媒体的互动参与，仅凭借当时发行量130万份的《南方都市报》（已经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的传播，很难想象这一事件会成为全国性事件，并惊动中央最高层。“孙志刚事件”之后，“钉子户黄静”案、厦门PX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杭州飙车案、“钓鱼执法事件”、微博打拐事件……全国性公共事件的解决都有了共通的依赖路径：传统媒体报道→网络媒体转载→网络舆论形成→造成现实压力→相关高层指示→问题得到解决。

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是新媒体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关键点，在自媒体出现之前，不具备合法采访权的网络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信息来源只能是传统媒体。自媒体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信息通道由原来的少数媒体垄断一下子延伸至所有人，每个人的自媒体都成为信息发布平台。以致有人说：“粉丝超过一万个，其影响力相当于一本杂志；假如粉丝超过十万个，其影响力相当于一份都市报；假如粉丝超过了一百万，其影响力相当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粉丝超过一千万，就相当于CCTV了。”
[8]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媒体得到了极大的信息解放，“我爸是李刚”案、“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故”等一系列公共事件都自网络媒体肇始，随后才是传统媒体跟进，最终推动事件的现实发展。可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涌现，使得网络媒体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鱼龙混杂的自媒体夹杂着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这让人们开始怀疑新媒体是否具备足够的公信力，而受众的信任度也是衡量一种媒介形式是否能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指标。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精确的回答，前期我们以新媒体用户为研究对象，对新媒体的信任度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在针对北京、武汉、广州、成都4个城市的4 000名对象的调查后，我们得出调查结论：人们对于手机、网络、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信任度分别为22.4%、19.6%、20.7%、12.6%、34.2%。
[9]

 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于新媒体不信任的传统观点。

综上所述，新媒体不仅在数量上达到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的量级，在影响力方面也不逊于传统媒体。由此可见，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新媒体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新”和“旧”都只是相对概念，曾经，广播电视相对于报纸是新媒体，现在互联网与手机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是新媒体，在它们之后，肯定还会出现更“新”的媒介形式。只要这种新媒体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必定会有一个主流化的过程，我们看到，互联网与手机媒体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了主流化的过程，而且这一主流化趋势还有逐渐加强的可能性。

二、新媒体平台和形式多样化

2011年10月，美国苹果公司创办人乔布斯辞世，在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世界各地人们都发起了大规模的悼念行为。作为一名商人，乔布斯不仅为公司赢得了巨大份额的电子产品市场，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很多人通讯、娱乐乃至生活的方式。乔布斯在世期间日渐生长的影响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新媒体平台与形式的日益渴求。

而事实上，历史演变至今，我们发现新媒体的平台与形式正在日益多样化。在大众媒体诞生之前，人们若想了解千里之外的新闻事件，只能是抵达现场或者通过漫长而低效率的口耳相传；大众媒体报纸出现之后，人们在家中便能通过文字知晓千里；之后又出现了广播、电视，人们获知的信息更加丰富立体；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颠覆了信息的传受方式，人们对信息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加随心所欲，可以通过鼠标跳过不感兴趣的新闻片段直奔主题，可以直接从另一个个体获知来自现场的第一手信息；手机媒体兴起之后，人们利用手中的“迷你电脑”
[10]

 随时随地就能做到在家中利用互联网所做到的一切。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媒体……在诞生之初，都是当时的“新媒体”，可以说，正是人们对于信息的掌控欲望推动了媒体平台的演进。发展至今，最新概念下的“新媒体”以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为典型代表。仅以手机媒体为例，每个人手机媒体平台都各不相同，有生产厂家的不同，有功能功效的不同，还有所应用通讯技术的不同……当然，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们期待着“新媒体”这一整体概念的进一步演变。在未来，在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之后，又会有怎样的新媒体平台出现？

从既有的新媒体平台演变史，我们可以推断出新一代媒体平台的部分特征。从技术角度出发，未来的新媒体平台一定能使人们更方便、更自由地掌控信息；按照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媒介将有助于人们获取到自身肉体器官所难以获取的信息，并且这一“延伸”将更加自由而不受束缚，在未来，新媒体技术将把更远、更及时的信息呈送到人们面前。从影响力来讲，新媒体平台将进一步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新媒体将无处不在，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决策与生活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人们监测周围环境、保持与整体社会共同发展的重要工具。

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是人们对于新媒体平台的应用越来越自由方便，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被媒介技术所捆绑、束缚，这将成为一个无解的争议话题，只有历史能够用现实来验证。但是无论人们如何争议，我们都无法在回到“身临其境”的口耳媒介时代，历史的车轮总会不断向前，“新媒体”总会不断演进，新媒体的承载平台也会更新换代、层出不穷。

在未来，新媒体不仅会在“硬件”的平台上形成更多新样式，在“软件”的应用形式方面，也会更加多样化。仅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实行民用之初，人们普遍将其应用于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是在信息匮乏的大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事情。

Web 1.0时代，天南海北的人们利用国际互联网彼此共享信息，自由与分享也从此成为互联网精神的代名词。在这期间诞生了门户网站，这一“信息的虚拟超级市场”在最大程度上集成了海量信息，门户网站成为互联网时代最初的“佼佼者”。当海量信息汹涌而来，人们不再受困于信息匮乏，互联网的应用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门户网站的风头开始衰落，被搜索引擎所取而代之。搜索引擎满足了人们对信息进行甄选的需求，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个人化、主动化而有选择性，因此，搜索引擎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典型应用形式。搜索引擎之后，互联网形式发展再向前，人们不再局限于有选择有目的地获取信息，人们有了与信息发布平台实行互动、发布个人信息的强烈愿望。于是，人们摸索出更多的新媒体形式来创制内容，与平台互动、实现使用者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便看到了大规模地自媒体应用形式的涌现，微博、个人主页等应用形式开始引领风潮。

从获得信息的需求，到甄选信息的需求，再到互动参与、创制信息的需求，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用户的各种需求不断被实现。如今，互联网发展正处在Web 2.0与Web 3.0时代的交界点上。Web 2.0的核心价值在于强调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互动性大大提高。

Web 3.0是指“网站内的信息可以直接和其他网站相关信息进行交互，能通过第三方信息平台同时对多家网站的信息进行整合使用；用户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数据，并能在不同网站上使用；完全基于Web，用浏览器即可以实现复杂的系统程序才具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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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定义，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可以把用户存储于互联网上的信息比作存储在银行里的货币。在Web 3.0时代，用户支取货币不必再去特定的银行，凭借个人验证信息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台联网ATM机上实现。而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网站，届时都将加入网站的类“银联”组织，用户个人定制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成为流动的形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支取。可以说，Web 3.0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在互动时代（Web 2.0）的基础上实现用户数据的整合，并以此为手段，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由此可见，不同网站间服务的融合和集成，将是互联网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趋势，下一个新媒体形式也将遵循这一趋势。不同站点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单个站点的商业价值将在总体中得到实现，一个更加自由互联的网络将通过新的应用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节　新媒体舆论的展望

一、新媒体舆论的国际化

互联网的技术特性是超文本、超链接，这为新媒体舆论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意义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传播范围的无边界使得新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如今，互联网网民数量已经突破22亿，大约每3个地球人当中就有1个是网民，而且网民数量占全球人口总数量的比例一直也在不断上升。

但是，虽然总体网民数量达到了20亿之巨，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差异，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北美洲网民比重最高，达到了近80%，但是非洲的互联网渗透率却仍旧徘徊在10%左右。
[12]

 而在朝鲜、古巴等国家，由于政治原因的限制，互联网发展基本处于零点。因此，在未来的互联网发展进程中，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远没有结束，仍有很大的空间。

技术的大范围使用为基于技术条件的新媒体舆论的扩展提供了可能性。

自2010年年底，以突尼斯为起点，在众多阿拉伯国家相继爆发了“茉莉花革命”。在这次反政府浪潮中，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正是由于这些新媒体应用形式的巨大影响力，反政府的情绪与行为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传递，形成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效果。这在媒体不发达的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仅仅是空间距离就足以将部分这样的情绪与行为倾向消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媒体在推动社会变革中起到重大作用，也说明了新媒体舆论正在国际化，国与国的边界在相互连通的互联网上被打破。

以早前的伊朗反政府行为为例，当地时间2009年6月20日，部分伊朗民众对政治领导人竞选结果不满走上街头示威。在示威过程中发生骚乱，一名年轻女子胸部中弹，她身边的人用手机拍下了她中弹后倒在地上的场景。因伊朗政府屏蔽了部分网站的访问，这段只有40秒的视频被拍摄者发送到在荷兰的朋友处，并由其朋友上传到国际互联网上。这段视频之后在互联网上被来自各国的网民广泛传播，其中包括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的伊朗网民。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引起的反响最大，人们纷纷把Twitter头像改为中弹女子的头像，“iranelection”和“iran”这两个标签轮流占据了Twitter排行榜的第一位。在互联网上引起国际性的舆论风波之后，伊朗民众通过大规模的线下行为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使伊朗政府面临了极大的国内外舆论压力。《纽约时报》在报道由那段视频引发的风波时说：“这段视频可以改变伊朗的历史。”

在这场风波中，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应用形式，由于集成了各方信息与观点，提供了舆论扩散的平台，对现实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界也因此将伊朗的抗议称为“Twitter革命”。

在伊朗“Twitter革命”之后，“茉莉花革命”的每一场抗议行为都或多或少具备了新媒体的特征。那就是人们通过互联网与手机终端，不分国界地传递关于行动的信息，来自世界各地的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分享这些信息，并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各自相关的行为。舆论经历了“现实引爆→互联网扩散→现实回应→互联网进一步传播”的循环过程。

至于Twitter等新媒体应用形式在“茉莉花革命”中起到的作用，各国各领域学者表达了并不一致的观点。有人认为Twitter起到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所流传的那么大，革命行为只是延续着既有的现实轨迹发展。我们认为，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事件中本身是中立的，新媒体仅仅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并没有倾向性，但是正是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人们使得其具备了客观推动事件发展的作用。现实的社会压力自然是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新媒体出现之前，人们并不具备彼此传播意见和信息的平台，新媒体将拥有同样行为倾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促使人们用现实行为推动了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技术虽然只是提供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有时却是十分关键的。

我们也可以从国内公共事件的舆论发展中看到新媒体舆论国际化的端倪。例如，在西藏“3·14事件”中，中国部分网民在互联网上对CNN等西方媒体有关骚乱的报道表示质疑，认为其在报道事件时对新闻信息尤其是新闻图片采取了误导性的做法，并建立域名为“Anti-CNN”的站点对误导性报道进行搜集与反击。这在事件本身之外引发了国内外舆论对事件中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大讨论，CNN响应舆论对报道作出回应。意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我国政府在3月25日安排17家外媒在西藏进行采访，主动公开事件相关信息，制止了误导性信息的进一步传播。

在未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地球村”概念的实现，新媒体技术会进一步普及，新媒体的应用理念也将更进一步全球同步化。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国际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影响力也将伴随新媒体主流化的进程而加强。在上一节中我们也提到，在Web 3.0时代，虚拟空间的界限将随着新型应用形式的发明而逐渐模糊，这一技术改进也将更加有利于新媒体舆论的国际化与影响力扩张。届时，人们将通过新媒体，突破现实的时空限制，将舆论引发、扩散。

2013年3月19日，中国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报告，经抽样监测，2012年境外约有7.3万个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参与控制我国境内1 419.7万余台主机。从控制服务器数量、控制境内主机数量、钓鱼网站托管地来看，美国均居首位。我国面临严重境外网络攻击威胁，个别国家通过互联网对我国各类网站进行控制，散布颠覆、造谣、虚假信息，干扰我国新媒体舆论进程，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二、新媒体舆论管理需要创新管理思维

新媒体不仅用户数量庞大，新媒体舆论的社会影响力也日渐凸显。在重视其正面影响力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媒体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何加强对新媒体舆论的管理，使其与社会稳步发展同方向，是相关管理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是社会正义的一道底线，新媒体平台虽然是虚拟空间，但是使用新媒体的毕竟是现实人，自然需要遵守现实的法律制度。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革新，管理者需要及时跟进，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管理机制，防止新媒体舆论剑走偏锋。对在新媒体平台开展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治，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管理守则。

利用新媒体是容易的，如何利用好才是难题，“数字化”是引导新媒体舆论走出的第一步。政府上网工程收益甚微的症结就在于，已开通的网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数字化”，却并没有真正做到“互动性”。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一波的新媒体应用浪潮摆在各级政府部门面前，新媒体舆论已经对政府部门形成了加强管理的更大压力。信息具有流通性、增值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增加其价值。如果政府部门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阻塞、信息闲置和信息封锁现象，公众就能及时通过媒体等合法渠道公开、公平地获取政府信息并加以利用，从而使信息资源适时地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积极作用。在民主法治社会，政府可以依法规范媒体的传播行为，对媒体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监督和制约，但这种监督和制约必须限制在一定限度内，不能妨碍媒体正常的信息传播。这也是新媒体“互动性”的要求。互动是充分而自由的互动，是双向而流通的互动。

新媒体舆论壮大的社会大背景是，公民社会的茁壮成长与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主动适应变化，积极将政府职能转变融入其中。在新媒体舆论的管理过程中，由被动的管理者向主动的参与者逐渐转变。新媒体理应成为一个多元化平台，一个准公共领域，有普通民众的声音，也有政府的声音，多方之间互相平等博弈，并由此促进社会事务的整体进步。

对新媒体内容进行监管存在不少难点，主要表现在：（1）传播者身份的隐蔽性。在中国，全面实施实名制是不现实。在互联网上管理者通常只能借助IP地址对可疑信息进行追踪，在手机传播中绝大多数用户是不记名用户，传播者身份存在较大的隐蔽性。（2）用户与信息量的海量性。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量数以亿计，要想对新媒体全面及时进行控制是不可能的。（3）跨地域传播带来的挑战。（4）新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冲击传统的舆论调控机制。（5）政策法规滞后。

新媒体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促使各国政府对其内容进行监管。非法或不当的新媒体内容成了管理对象。各国政府认同率较高的非法或不当内容主要有：（1）教唆性、煽动性的内容；（2）诬蔑、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违反道德的言论及虚假的新闻信息；（3）色情是各国政府公认的最需要管制的非法和有害的内容。

世界各国对新媒体内容进行规范管理的法律模式因价值观、立法传统、新媒体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主张对新媒体进行严格控制，主张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价值观，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网上的纯洁性，严厉打击网上的色情、暴力、血腥、恐怖活动及虚假信息；有的国家主张对新媒体内容不加干预，认为新媒体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至上；有的国家则在对新媒体内容进行立法规范的同时，鼓励业者自律。

新媒体传播信息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信息的发布、传播、处理等具有隐蔽性、传播快、影响面广等特点，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收者不容易掌握；参与新媒体新闻传播业务的既有各类企业，又有新闻媒体，主体复杂。所有这些，都使新媒体传播的内容管理更加复杂。

新媒体有其特殊的产业发展规律与技术特点。在制定有关新媒体内容监管政策与法规时，要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

例如，实名制的问题。2005年9月，韩国信息通信部提出在大型门户网站实行有限实名制，并要求网民在这些网站留言板发表回复时有义务使用实名。对此，官方解释是为了“减少以匿名进行诽谤等副作用”。随后，韩国政府就一直开展着推进网络实名制的工作，尤其是2007年发生了一系列据称是网络恶意言论引发的名人自杀事件后，韩国在两大政党一致推动下通过了网络实名制法案，旨在限制网络空间的诽谤，以及谣言和侮辱性言论的传播。

2007年7月，韩国正式开始实施互联网实名制，在实名制政策下，韩国近150家日访问量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要求用户提交身份信息才能发表评论。

2011年7月，韩国一著名门户网站和一社交网站被黑客攻击，约3 500万名网民（韩国2010年的总人口为4 800余万）的个人信息外泄，包括名字、身份证号码、生日甚至地址。此次事件让民众和政府开始质疑网络实名制的信息安全性问题。

2012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废除2007年生效的网络实名制法案，8位法官一致裁决认为网络实名制破坏了言论自由。韩国宪法法院宣布，没有证据证明网络实名制的实施达到了初衷目的，并承认在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后，破坏了民众的言论自由。而这点，也是一直被韩国民主党所诟病的，韩国民主党认为网络实名制并非一个民主国家所为，并认为网络实名制缩窄了公众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渠道。

韩国宪法法院宣布正式废除网络实名制，意味着韩国网民将重回网络“化名”时代。

新媒体传播是零门槛的传播方式，数以亿计的用户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传播主体，因此，很难采用传统的审批制进行管理。鉴于新媒体的特殊规律，建议采取“登记制+追惩制”进行新媒体的管理。

新媒体是没有国界的，是世界的，可以借鉴目前成熟的、成功的国内外新媒体政策与立法。新媒体的管理者和缔造者一样需要富有创新精神。

新媒体舆论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任何一种管理手段都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能够全部解决新媒体有害信息传播中的问题。新媒体信息内容的监管应该是一种综合管理，在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应该确立一个综合管理框架，综合法律、政策、技术、伦理等多种管理手段，使它们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对新媒体的有效管理，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健康、有序的新媒体信息交流环境。




[1]
 参见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19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
 参见王树柏、司久岳：《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挑战与对策》，载《国际新闻界》，2000（4）。


[3]
 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196页。


[4]
 参见《国际电信联盟：全球网民数量已超20亿》，见腾讯科技，2011-01-26。


[5]
 参见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传媒经济学教程》，3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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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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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 “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着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 “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 “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　兵





序

黄河老师是那种典型的谦谦君子，面对人和事的繁复与反复，总是一笑了之。在你如沐春风时，他就站在春风里。这本书讨论了巨变年代的一个复杂主题，黄老师把所见所思铺展开来，一枝一叶，一株一簇，春风过处，林间花满。

移动互联和社交互联显现、成就了多元表达主体，意见竞争和话语权再分配于此发生。政府在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中也要参与意见竞争，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越来越取决于介入多元协商时可能获得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此中，政府形象——作为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对话的信任资本、接触界面和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来源，乃影响前述意见竞争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黄河老师这本新作正是通过聚焦政府形象传播问题，探讨了移动互联时代政治和社会系统的巨变。

本书于前两章确立了问题讨论的实践和逻辑起点：第一章对移动互联时代公共传播的现实图景做出描述，第二章对政府形象及其构成要素和形塑路径加以界定。第三章则转换视角，基于公众本位评估了政府形象的现状、问题与可能的解决方案。自第四章开始，本书进入专题分析，深入考察了信息公开、讲故事、网络问政、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App等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些重要通路和手段。

全书一气贯通，明白晓畅，实用性强。其观念新颖前沿，经验总结到位，教训阐发入微，政策、制度和路径设计合理，既有理想主义气质，又有强烈的操作化取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说法虽然老套，但一部应用性研究著作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黄河老师以其扎实的理论研究、持续的实践观察、丰富的个案分析，把学理和现实精细地合在了一处，并因此有新的生发和创造。

本书提出的诸多问题仍需更多智慧的卷入才可能找到相对确定的答案，譬如政府形象的价值构成及其来源，又如官民对话中政府与公众各自主体性的构建及主体间性的培育，再如政府、政治传播与公共决策、公共管理之间关系的深度重构，以及与它们关联甚切的信任、合法性、公共理性等问题皆应得到学界、业界更坚实、深入的讨论。显然，这可能超出了本书的定位，也不是黄河老师一个人的使命。

作为黄河老师的同事，我一直赞叹他的正直、智慧、勇气、勤奋和达观。同很多人一样，我从他那里所学甚多——不只是专业知识，还有笑在春风里。趁着写这篇小序的机会，我郑重地向他表示感谢和祝福。祝美好、壮盛！


胡百精

2018年4月9日







前　言

良好的政府形象意味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认同与支持。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假如为政者行为端正、形象积极，那么无须下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思去做；若是自身行为不端、形象糟糕，即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听从。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如何基于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尽快优化政府形象的构建路径和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深化改革、完善社会治理、提升国家软实力等目标的实现。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一重要议题做出的讨论和回应。

全书共九章，亦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重点对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图景、舆论场域、政府形象构建体系、政府形象现状等关键背景和核心概念进行剖析、建构、描述。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传播越来越呈现出信息生产个体化、信息传递场景化、信息获取碎片化、信息使用共享化等特点。党和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移动舆论场的重视，并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快速转变和优化对于政府形象构建的意识、观念、原则、体系，将执政之“道”与移动媒体之“器”融合起来。

政府形象包括顶层设计、政府行为与舆论反应三个部分。在移动互联时代，顶层设计上，政府形象可具象为法治、廉洁、服务和高效等形象；而政府行为与移动互联网紧密结合，除了为传统的行政工作提供便利，还催生出移动信息公开、移动舆论引导和移动网络问政等新形式；舆论反应的形式和内容也有所调整，政府部门必须重新审视其与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优化沟通策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众的媒体接触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因此对政府形象的构建产生影响。我们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展开随机问卷调查，探讨了公众新媒体接触行为对政府形象构建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目前公众在获取政府相关信息时，更多依赖新媒体渠道，公众接触官方新媒体的频率对政府形象有正面效果。至于公众眼中的政府形象，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总体上看发展绩效优异，多项工作善政善治，政府官员能力强、素质好，普通工作人员讲服务、水平高。

第四章至第六章为第二部分，该部分聚焦政府形象体系中的“政府行为”，结合移动互联网的大背景，论述了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和网络问政的新变化、新挑战、新趋势。

移动互联时代的政府信息公开与之前相比面临更多、更新的挑战，比如来自得到更多赋权的公众的压力，需要积极回应公众的质疑、批评和驳斥，应对信息“裂变式”传播增强的社会震动，以及愈发凸显的网络安全问题。对此，作为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信息公开需更好地在把握时（不拖延、合时宜）度（不逾矩、有分寸）效（优化传播、促进施政）的基础上加以持续优化。

在吸引取代“轰炸”、共鸣优于灌输、长篇阔论让位于一见倾心的环境下，讲好民主施政、依法行政、勤廉从政的“中国故事”，既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政府形象构建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如何做好舆论正向引导的技术性问题。好的故事应有价值主题、遵从“叙事弧线”选择和组织事件、注重人物塑造的圆形化、将具体叙事与抽象叙事相结合；而政府在讲故事时，尤其需要提升情节意识、重建对“故事”的认知，将榜样和典型还原为真实的人，并从微视角切入优化细节。

良好政府形象的构建离不开倾听民意、体察民情。与传统问政形式相比，网络问政可提供畅通的社情民意渠道，完善社会治理格局；利于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还能解决公众实际问题，优化社会治理效果。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新闻媒体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网络问政平台的功能、创新网络问政的方式，实现了全媒体平台互为补充、联动发展。

第七章至第九章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分别围绕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App三类移动政务新媒体在运营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分析。

相对而言，政务微博起步较早、发展迅猛，近年呈现出规模化和矩阵化发展的新态势。然而，随着微信等移动应用程序的勃兴，用户迁移、注意力资源分流的形势愈发严重，政务微博不仅不再无法替代，反而频频受到有关存在必要性的质疑。笔者对政务微博的核心功能与发展价值做出讨论，认为其在信息维度上可以有效推进政务公开，快速辟谣止谣，强化舆论引导；在互动维度上一方面丰富了网络问政的形式和渠道，另一方面利于政府塑造自身亲民而不冰冷、具体而不抽象、鲜活而不呆板的良好形象；在服务维度上则可在垂直细分领域下功夫。

同样只用了几年时间，微信不仅成为广大用户青睐的社交平台，甚至渐渐重塑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图景，其在信息公开、提供服务、与民互动等方面的价值亦得到政府机构越来越多的重视。不过，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不到位，以及需求不明、资源不足、策略不当等，政务微信发展伊始即面临的定位受限、服务薄弱、运营不力、评估不妥等“老”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破解。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分析并回应了业界提出的“为什么要用政务微信” “有没有必要用政务微信”，以及“如何持续有效地用政务微信”等疑问。

作为“两微一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App在政府的信息发布、优化服务、与民互动以及更进一步的形象塑造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相比较，政务App由于是政府自建、自营的平台，运营起来较为灵活，功能也更加多样。但是，也正因为政务App需要自建、自营，从而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懂得运营的方法。在对政务App的现状加以梳理后，笔者从开设基础、平台搭建、角色定位、制度保障等方面对政务App的运营提出了建议。

从2010年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对政府新媒体的相关研究就从未间断。这八年间，我们先后开展了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新媒体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北京市政府形象传播与媒体沟通策略研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项研究项目“移动新媒体创新融合发展研究”，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环境公共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与互动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参与创办并编写北京市内参《首都网络舆情》 （周刊），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面而系统地梳理政府新媒体传播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著作《政府新媒体传播——直面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和第一本将新媒体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详细论述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及功能的著作《新媒体发展与社会管理》。这本《移动互联时代的政府形象传播》既是前面这些研究的延续和深化，也是我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对业界前沿课题做出的积极响应。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本书出版。学院60余年的厚重积淀、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勇立潮头的进取之心，以及前辈同仁的教导勉励，均使我受益良多、不敢懈怠。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胡百精教授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丁俊杰分别为本书作序、推荐。感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移动网络管理局、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对我们的研究所给予的支持。对于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业界和学界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参与本课题研究的项目组成员即大连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讲师王芳菲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翁之颢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刘琳琳博士、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博士候选人邵立，以及我的研究生薛昱琨、贾挺、常菲、杨小涵，正是有了你们在资料收集、实施调查、数据分析、案例梳理等方面的细致工作，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老师耐心而专业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


黄河

2017年10月







第一章　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图景与舆论场域

2015年，旨在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于新领域创造新生态的“互联网＋”计划首次被写入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上升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层面。作为“互联网＋”的核心，将移动通信与互联网融合到一起的移动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应用已经深刻渗入社会各个行业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颠覆了传统形态，促成全方位的创新。

网络接入方面，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第一上网终端。截至2016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95亿，增长连续三年超过10 %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5．1 % ，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上网设备的使用时长。
[1]



用户使用方面，即时通信、网络新闻、搜索、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支付等移动互联网应用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均有较高的渗透率和使用率，手机外卖、手机在线教育课程用户规模增长迅速。
[2]

 如今，仍不断有垂直细分市场的生活新应用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用户在移动终端和应用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

行业生态方面，我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者人数已突破300万人，相当一部分移动应用开发团队已实现了盈利。
[3]

 此外，依托移动互联网，移动金
 融、移动电商、移动交通、移动游戏、移动阅读等新兴行业日益兴盛，产业链条日趋完善。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数据，仅2014年一年全球移动产业的收入就突破3．3万亿美元。
[4]



在传播领域，移动互联网带来了全新的信息表现形式、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交往方式，使得社会舆论在传播主体构成、公众信息获取行为、信息流动走向、话语表达体系、传播效果评价手段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征，并由此引发了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网络谣言、 “水军”遮蔽民意、隐私泄露、信息低俗等新问题。



注释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OL］． （2017~01~22）［2017~03~02］． http： ／／w w 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index． htm．


[2]
 同①．


[3]
 何树煌．面向移动开发者的服务及平台发展分析［R］ ／／官建文，唐胜宏，许丹丹．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10~222．


[4]
 腾讯科技．2014年移动产业赚发了：收入3．3万亿美元［EB／O L］． （2015~01~16） ［2017~03~02］． http： ／／tech．qq．com／a／20150116／038470． htm．





第一节　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图景

与传统互联网时代相比，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传播越来越呈现出信息生产个体化、信息传递场景化、信息获取碎片化、信息使用共享化等特点。为了更加清晰地勾勒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图景，我们可以分别从传者、受众、路径、内容及效果评价等方面加以阐述。


一、传者：多元主体争夺注意力资源


移动互联网在我国的覆盖，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终端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型移动应用的推广，进一步降低了互联网的使用门槛，用户个体获得了更为便捷、畅通、多元的信息获取与发布渠道。这使得公众、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等传播主体，以开设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获得了一对多的发声渠道。各类自媒体随之蓬勃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新兴载体不断涌现，自媒体迈入多平台、多形式
 的发展阶段。近两年，除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视频媒体（如视频直播、短视频社区）、音频媒体（如聚合型网络广播）等媒体平台也快速兴起，不仅进一步降低了个体的内容生产门槛，提供了新的内容生产方式，激发了个体的创作热情，也为自媒体集聚了更广泛、更具规模、更活跃的用户。其二，既有新媒体平台积极布局自媒体。如今日头条于2014年推出了针对普通内容创作者的“头条号”，在次年9月又推出“千人万元计划”，确保至少1 000个“头条号”的内容创作者每月获得1万元以上的保底收入，2016年该平台还计划投入至少10亿元人民币补贴给“头条号”上的短视频创作者。此外，百度的“百度百家”、腾讯的“大家”、网易的“网易号”等也均是近年来新上线的、可供普通创作者入驻的资讯平台。其三，资本机构对自媒体价值的认可度与投资力度不断提升。从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有69个自媒体获得了金额不等的融资，其中有33个自媒体项目的融资金额超过了千万元。
[1]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受到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巨大冲击之后，亦有意识地将“两微一端”作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加速了其在移动端的转型进程。依托于传统媒体本身所具有的资源优势、专业能力和公信力，它们的移动端与大多数自媒体相比粉丝基数更大，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以《人民日报》为例，其在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三大微博平台上的粉丝总数已经超过6 000万。其新浪微博账号“＠人民日报”在报道2015年的“习马会”时所发布的20条相关博文，累计获得转发、评论、点赞的总数约为17万次，阅读总量接近2 500万次，该账号主持的微话题＃习马会＃的阅读量更是达到4．3亿次，并引发了共计21．5万次的讨论
[2]

 ；而《人民日
 报》于2014年推出的App，在上线第一周的下载量便达到200万次
[3]

 。

上述这些因素均促成当前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多元传播主体并存、多种传播渠道交织的格局（见表1-1）。而由于公众在媒体使用、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碎片化接触、多任务处理的特征，他们对每一类主体、每一个渠道所分配的注意力亦十分有限。相应的，对于诸多传播主体来说， “他们更多的是争夺在某一时空下用户大脑的‘多任务处理系统’中的有限资源”，当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愈发多元时，他们“获得用户‘脑力资源’的挑战变得更大”
[4]

 。

[image: picture]


表1-1代表性传播主体及其发展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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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注：数据综合整理自网络，统计时间截至2015年底。


二、受众：碎片化信息获取与社群依赖


便携的移动终端、无处不在的网络覆盖、无所不能的移动应用，促使公众对媒体的接触与使用时间更久、频次更高、黏性更强，无论是工作、学习、出行还是休闲，人们会在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散时间里使用移动媒体查阅信息、实时会话、浏览视频、分享互动… …这样的媒体接触与使用特征，又会引起公众信息获取行为的变化：

第一，公众的信息获取更加“碎片化”。这既体现为信息获取行为的“碎片”，也意味着所获取的内容呈现出凌乱无关联的“碎片”状态。在行为方面，2016年上半年，移动互联网用户平均每月打开App 1 199．77次，
 平均接触时间为10 774．07分钟，这两个数据较2015年上半年均有20 %左右的增幅。
[6]

 在内容方面，为了适应公众零散、高频的媒体接触特征，媒体不仅通过全天候的密集“消息提醒”、算法推送、 “场景” （包括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社交活动等）匹配和简短易读的内容来不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捕获他们的碎片化时间，满足他们随时都可“完整”阅读的需求，而且也有意识地变革其信息生产流程和传播策略。如以往媒体在做报道时通常会在事件结束后才进行“完整报道”，而现在则更多地随着事件的发展不断推送报道，甚至是报道“进展中的事物的某一个片段”
[7]

 ，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信息获取的碎片化趋势。

第二，在信息快速增殖的环境中，公众的注意力资源相对更为稀缺，加之移动新媒体应用可以令公众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接收自己需要或期待的信息，这使他们更倾向于将注意力分配至其所信任、偏好的渠道。其中，基于共同的需求、兴趣、爱好、利益等，通过互动而聚合成的“社群”，对公众的影响力日渐彰显，正逐步取代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时所依赖的重要渠道。以社群的主要入驻平台移动社交应用为例，2016年，有49．4 %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将社交应用作为其新闻获取的渠道，该比例超过了传统媒体，认为社交平台在其信息获取时发挥重要作用的用户占比达到57．3 % ，并且年龄越低的用户对社交应用的依赖就越明显。
[8]




 三、路径：由“圈子”到“圈子”的关系传播


与传统互联网多以兴趣、爱好、行动目标等将分散的网民聚合为一个个“圈子” （如汇集日本动漫作品《海贼王》爱好者的“海贼王”贴吧、专注于明星八卦爆料的“扒皮”贴吧）不同，微信群等社交应用将现实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等强关系复制到虚拟空间中，形成了与现实社会密切关联的“家庭圈” “单位圈” “同学圈” “项目圈” … …通常，移动互联网用户仍然在这些相对来说可信任、可依赖的“圈子”内扮演现实社会中的多元角色，从而使移动“圈子”成为真实生活的延伸。另外，移动互联网用户在某些“圈子”里可能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或是他人的迎合者，但在另一些“圈子”中却会以意见领袖或引领者的身份出现。信息流由“圈子”到“圈子”进行传递与扩散是移动互联时代的显著特征。有研究发现，在中国，人们的传播对象多限定在自己的朋友范围内，而传播途径多集中于微信或Q Q，他们更加重视朋友或“圈子”间传递的信息，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相比陌生人，朋友说的比较可信；第二，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一些最新的信息；第三，朋友会推荐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信息，自己在面对信息泛滥时就不用再烦恼了。
[9]

 其他的数据也能说明“圈子”对于信息传递的重要性，2016年的一项针对全国网民的调研显示，94 %的网民每天都会登录微信，36 %的网民是微信的重度使用者，每天打开微信App超过30次；在微信用户中，55．1 %的用户在微信上有超过100位好友，过半数的用户每天都会从朋友圈或是微信群（58 % ）、好友的对话窗口（53．5 % ）等渠道浏览或发布信息。②2012：18~19．

②企鹅智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微信”影响力报告［R／O L］． （2016~03~21） ［2017~03~02］． http： ／／tech．qq．com／a／20160321／030364． htm．


 基于上述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认为，那些无法进入社会关系网络及“圈子”的信息，将很难获得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普遍关注和深度解读。而当信息在“圈子”中进行流动时，我们也须关注以下现象：第一，“圈子”的权力中心，因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本，往往会对信息与意见的走向构成直接影响；第二，顾忌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资本， “圈子”中的主流意见一旦形成， “圈子”内部的反对声音通常会很微弱， “沉默的螺旋”发生的概率更高，相应的，对一些信息的质疑、查证会变得更困难；第三，基于专业、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等形成的“圈子”，其成员对相关专业的话题讨论可以非常深入，这时同类群体的声音相较以往得到更大程度的放大和彰显。
[10]




四、内容： “简” “微” “趣” “关”


公众对移动媒体的碎片化接触行为，令其对内容的偏好较传统媒体时期有所不同；加之近年来使用移动媒体的年轻用户占比不断攀升，他们更有创造力，青睐新鲜事物与生动、简洁的表达——这均促使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内容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而重构了移动平台上的话语体系。从当前移动平台上经常引起转发、热议的内容观之，具有如下特征的话语表达方式更受用户喜爱：

第一，简洁明了（ “简”）。受移动媒体屏幕尺寸以及用户分配的时间、注意力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在移动平台上，公众更希望能快速掌握信息要点，倾向于阅读短小精练、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一见倾心的信息。如有调查显示，2015年超过半数（52．2 % ）的用户阅读长文章的频率偏低，仅
 是“每月偶尔”或“基本不阅读”。
[11]

 对此，各类传播主体着力通过匹配上述特征的形式传播关键信息，这亦带动了诸如微视频、信息图、表情包以及网络缩略语（如“睡起嗨” “然并卵” “城会玩”）等表达方式的流行。

第二，带有“温度”的微表达（ “微”）。移动互联时代，高高在上的单向信息轰炸日渐式微，人们对移动社交的依赖也反映出其对情感、关爱、信任和认同的需求。对于传播者而言，面对受众的“冷漠”和“挑剔”，绝不应当再以冷冰冰的机构形象示人，而须进行人格化的塑造，让自己更有人情味，让自己说的话更有人的温度、更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或符合受众的期待——相较于传统媒体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更青睐采用以个体经验为视角的“微视角”；相较于千篇一律、刻意拔高的宣传，更偏好真实的、可感知的、带有情节与情感的“微故事”；相较于生硬说教、单向灌输，更关注涵盖价值理念、彰显人文关怀的“微情怀”。在实践中，许多传播主体有意识地变革了其叙事策略。比如，北京市卫生局直属医疗救援机构北京120急救中心，在运营其官方微博“＠我在120上班”的过程中发现，若想吸引网民的关注、评论和转发，“真实的案例比简单的说教更重要，小孩和孕妇的事情比大人的事情更重要，突发性事件比日常普通事件更重要，与每个人自身相关的事情比他人的事情更重要”
[12]

 。又如，北京市公安局自2014年起便在其微信“平安北京”上连续推出的“警察故事”系列栏目，或讲述身边平凡的人物，或讲述首都公安日常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凭借增加公众的接近性获得了较多关注，迅速成为宣传北京公安形象的品牌栏目。

第三，风趣幽默接地气（ “趣”）。风趣幽默的话语表达，或因向公众提
 供了一些新奇、有趣的关注点，或因其本身带有的“人格化”特征而拉近了与公众的心理距离，一般更容易让公众认同和喜爱，从而成为许多传播主体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比如，在称谓方面， 《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自称为“岛君”， 《新京报》微信公众号自称“新君”。又如，在语言风格上，北京市公安局于2016年5月2日在其官方微信上推出了一篇题为《那些接过的“奇葩”警》的文章，以幽默俏皮的文风和大量网络搞怪插图迅速“引爆”了朋友圈——“银河系富二代怎么样？微博五十万粉丝又如何？有人说这只是个例，别拿个例说民警执法环境复杂… …其实，民警碰见的类似事可以跟你聊三天三夜，但是我们膨胀了吗？我们骄傲了吗？今天，就聊聊我们见过的那些‘奇葩’警事。”

第四，与用户利益或情感发生关联（ “关”）。因为公众的注意力有限，他们更愿意去主动关注、传播那些与他们的衣食住行、政治关切（如民主、法治、公平）、生命主张（如真我、自由、幸福）等有所关联的“有价值”的内容。如针对微信用户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48．8 % ）的用户会因为文章有价值而将之转发给好友或朋友圈，趣味性（39．2 % ）和情感触动（38．6 % ）是紧随其后、影响文章被转发的重要因素。
[13]




五、效果评价： “入耳、入脑、入心”取代“大稿、大报、大力”


与多元主体都在生产、发布内容而引致的“信息爆炸”相对应的是，公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过滤能力愈来愈强，并会制造“信息茧房”去屏蔽那些与他们无关或他们不感兴趣的信息。这时，以往企业、政府等传播主体使用的传统传播方式——在主流媒体上投下的“重磅宣传炸弹”，常常会因被公众过滤掉或自动排斥，而化作对社会几无影响的“空中飞沫”，收
 效甚微。这迫切要求各传播主体对其传播效果评价体系进行革新，不能再以传统的大稿、大报、大台、大力轰炸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应强调传播内容的实效——在受众那里入耳、入脑、入心。实践中，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须把握时度效，根据各类传播活动的特定目标（如告知、说服、达成共识、促进行动）设定效果评价标准和测量方法。

例如，对于传播主体在移动新媒体平台展开的日常宣传工作，大致可从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传播深度三个方面加以评测： （1）传播速度，指传播主体的信息传达至用户的时间长短，通常用固定时间内传播主体所发布的信息被转发的次数和阅读量来衡量。 （2）传播广度，关涉的是传播主体所发布信息的覆盖范围，一般通过信息在移动平台上引起的阅读、转发、分享次数加以评测。 （3）传播深度，考量的是传播主体所发布的信息对舆论场以及公众的影响。前者可通过信息在被用户个体转发、进入用户的社交网络后获得的后续转发、分享次数来测量；后者重在考察公众对传播主体的态度变化，如认可度、信任度、认同度与好感度，这可通过对公众的评论、转发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或聚焦公众对信息内容的点赞次数、点赞率加以评测，也可借助焦点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做出判断。

此外，针对不同移动平台的传播特征以及各类平台提供的传播数据，也可以设计差异化的指标体系。如某数据机构分别针对各类渠道设计出微信传播指数（W CI）、微博传播指数（BCI）、头条号传播指数（T GI）和“网红”在各大传播平台的传播指数（O CI）等指标体系。其中，微信传播指数由阅读指数和点赞指数两个一级指标构成，各占80 %和20 %的权重。而阅读指数又包含日均阅读数、篇均阅读数、最高阅读数三个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40 % 、45 % 、15 % ；点赞指数则由日均点赞数、篇均点赞数和最高点赞数三个二级指标构成，权重分别为40 % 、45 % 、15 % 。微博传播指数的一级指标是活跃度和传播度。活跃度占20 %的权重，下含发博数（30 % ）和原创微博数（70 % ）两个二级指标；传播度的权重为80 % ，其二
 级指标为转发数（20 % ）、评论数（20 % ）、原创微博转发数（25 % ）、原创微博评论数（25 % ）和点赞数（10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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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移动舆论场的特征与核心问题

若将移动互联时代的全新传播图景映射到移动舆论场，我们可以发现移动舆论场在舆论主体、关涉领域、舆论形态和舆论演进机制等方面较传统的网络舆论场而言均有较大区别，而这样的特征也使移动舆论场中的一些问题不断凸显。


一、移动舆论场的特征



（一）舆论主体的“去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减弱


新媒体带来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全民传播时代，促进了话语权力的再分配，从而形成了“去中心化”的舆论格局——政府、传统媒体作为传统的权力中心影响不断弱化，普通公众的传播资源与话语权力有所提升。而移动新媒体及自媒体的发展，又使得“去中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如今，草根网民由于其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更能反映公众的诉求，更接近公众的视角，更易赢得公众的认同和认可，因而在舆论场中发挥着较传统互联网时代更为重要的作用，扮演了舆论的制造者、推动者等角色。如在2015年6月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草根网民“＠动脉影”发布的“三峡主动蓄水降水位”的微博获得了超过11 300条评论以及近13万次的转发（不包括将该微博截图后制作成新闻的转发），甚至超过媒体组织，成为该事件中转发量最多的微博。又如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中，网民“＠周顾北的周”在
 微博话题＃ 9．3胜利日大阅兵＃中贴出周恩来的一张黑白照片，并配发文字说明“这盛世，如你所愿” （见图1-1），激起了网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截至9月3日晚上8点，该微博的转发量达到93万，评论、点赞量也有79万，热度超过了许多意见领袖的发言。

[image: picture]


图1-1　“＠周顾北的周”的微博截图

与普通公众的影响力持续走强不同，于传统互联网上形成的意见领袖群体，如今在移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却有所弱化。这或许与意见领袖的发展现状有关：其一，在群体构成上，早前我国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主要由明星（如姚晨、何炅）、段子手（如作业本）、公共知识分子（如石述思、于海青）、媒体人（如刘春、王克勤）等构成
[1]

 ，其中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上较其他群体发声更为积极，并凭借其众多的粉丝、专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等对公众的观点确立与意见走向形成巨大影响。然而自2014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新媒体平台上互动关系减少、影
 响力减弱，使得当前意见领袖以明星和段子手为活跃群体
[2]

 ，但这两类群体针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数量与发言质量均普遍偏低。其二，在活跃度上，伴随我国自2015年起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对“两微一端”的运营，以及意见领袖增强了自律和自治，意见领袖群体的活跃度明显下降。
[3]

 如一项对315名具有舆论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分析显示，其中296名曾经开通实名认证的微博，截至2015年11月，已有33位的微博停止更新；39位活跃度较低，一年以内日均发微博数量不超过1条；而有25 %的意见领袖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但日均文章推送量仅为0．4～0．6篇。
[4]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在获取信息时对意见领袖给予的关注度。


（二）声音多元， “泛娱乐化”特征显现


在博客、论坛、贴吧等传统的互联网舆论场中，公众进行的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式”讨论，此时人声鼎沸，个体发言很容易被淹没。与之相比，移动舆论场中的讨论则大多在空间相对封闭、成员相似度更高的社交网络中进行，持有类似兴趣、相同观点、专业背景或利益诉求的人更容易聚集成互相信赖、彼此依赖的“圈子”，并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讨论，从而不断扩大该群体的声量。这样，针对某个议题，可能会有多个“圈子”从不同维度、视角、层面发出自身响亮的、难以被忽视的声音。因此，相较于传统互联网舆论场，移动舆论场的声音更加多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可以更好地凸显。

另外，由于年轻群体是移动互联网的主要用户，他们相较于严肃的政治和经济议题，更倾向于浏览、发布或分享轻松、休闲、个性化的内容，
 而专业的媒体组织、自媒体等在移动新媒体平台上也更注重迎合用户的信息需求，着重生产、发布、推送目标受众偏好的那些内容。这最终使得移动舆论场虽然关涉领域多元、主体多样，但舆论内容表达却带有明显的“泛娱乐化”特征，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近两年涉及体育娱乐、公众人物的舆情热度有较大上升，并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通过2016年“王宝强离婚”事件的舆论反应即可看出。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离婚声明，随后迅速引爆舆论场，1小时后，新浪微博每秒查询率瞬间增长2倍之多，24小时热议度较同期增长20 348 % ，热度完全超过了里约奥运会；在当天“今日头条”上各自媒体账号发布的相关文章达10 629篇，有106篇的阅读量超过100万，占据全天百万级阅读量文章的2／3。
[5]

 其二，在热点事件的讨论中，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是能生发出娱乐化的衍生话题，比如针对2016年奥运会， “击剑队开幕式帅翻全场” “傅园慧爆发洪荒之力” “秦凯求婚何姿”等均是引起舆情热度出现拐点的话题。
[6]




（三）形态上显性舆情与隐性舆情并存


在以传统互联网为平台的网络舆论场中，公众的信息发布与讨论通常是他人可见的公开状态，并且由于发布者可以匿名，大多数网民会自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情绪，因此网络舆情成为反映现实社会矛盾、体现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情绪心态的显性存在，能够被直接观测、追踪。

反观由移动互联网及各类移动应用创建的移动舆论场，一方面，以微博为代表的可发声、可围观的移动“广播式”社交平台尽管同样具备信息
 可见和舆情生发可回溯、可预测的显性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微博实名制的推行，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普通公众，或出于群体压力的考虑，或因为被打击报复的顾虑，或已然遭受删帖禁言的管制，较之以往不太愿意在此类平台上积极发声了，同时对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也不再那么热烈，造成很多真实的想法、观点、意见及情绪被“隐匿”起来。另一方面，以微信为代表的依赖“圈子”、交流相对封闭的移动社交平台，也有着显性舆情与隐性舆情并存的特征：第一，人们在朋友圈、微信群中发布的信息虽然也能被很多人看到（尤其是那些“好友”众多的用户），但往往这样的内容也只是在“好友”或“好友的朋友”的范围内可见，若非微信开放后台数据，我们很难得知相关信息和观点的真实传播力及传播路径。第二，虽然一些微信公众号在其发表的文章后开放了评论功能，但页面所显示的评论都是经发布者筛选后所得，很多用户提供的信息与观点可能因此被过滤掉而无法示人。

因此，移动舆论场虽然传播者众、议题多元、意见多样，但舆情隐匿化的状况也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愈发堪忧——不仅为把握真实舆情、研判舆情走向增设了许多困难，还因私密性较强、 “圈子”中的群体彼此较为信任、不方便监测监管，更容易滋生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问题。


（四）舆情生发显现新路径， “舆论反转”频频上演


传统互联网时期，网络舆论的生成多以网民爆料或媒体曝光为起点，然而近年来基于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 “头条号”等自媒体迅速崛起，凭借其所集聚的受众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改变着移动舆论场的信息流向，成为新的舆情生发源。现今，移动舆论场舆情的生成、发酵还出现了如下新路径：自媒体爆料→多媒介信息扩散、网民议论→形成舆论压力→大众媒体跟进呼应、挖掘新的事实→事件相关方应对→（再掀波
 澜→再次应对→）网民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解。
[7]

 此外，在舆情演进过程中，得益于移动新媒体便捷的跨平台“一键分享”机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等多元渠道、自媒体与专业媒体等多元主体会密切联动，交织在一起开展融合化传播，最终使得与某一议题或事件相关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化的增殖和大范围的扩散，并迅速酝酿成公共舆情事件。

由于一些自媒体对事件的认知与判断有所偏差、部分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严谨、网络媒体为吸引眼球而刻意夸大或歪曲事实的“标题党”行为，以及移动用户不易掌握充分的信息、媒介素养不高等多种因素，如今移动新媒体平台上的舆论发展极不稳定，公众容易被各种碎片化、非理性的信息误导，又常常陷入盲从、极化、狂欢和狂怒的非理性状态，刚刚还为自己的善良和正义而感动，下一秒则变成参与道德审判的“暴徒”，从而造成舆论演进一波三折、网民态度前后矛盾的“舆论反转”现象频频上演。例如2015年底发生的“三亚城管‘欺负’厅官”事件。2015年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布标题为《一厅级干部在三亚被城管弄得没了尊严》的文章，称他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自行车及衣物被城管拿走，事发后他多方联系未果，最后只能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文章一经发出便在微信平台上被大量转发，阅读量快速突破10万，并引起了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的转载，舆论持续发酵，直至演变成全国性公共事件。其后，毕国昌和三亚政府双方以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文的形式多次“隔空”对话，直至8日三亚一位副区长和涉事城管向毕国昌道歉，双方达成和解，舆情热度方逐渐减退。然而，在两天后，事件却出现了转折——11日，微信公众号“三贱客”发表文章，以视频截图方式指出毕国昌之前对外爆料的多处内容涉嫌作假。
 该文一经发布便引发舆论哗然，迅速被各大媒体、网民转发扩散。网民对各涉事主体的态度也于此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反转”。
[8]




二、移动舆论场的核心问题



（一）狂欢，狂怒，围观，围猎


移动舆论场一方面为个体的集聚和在公共领域内的意见表达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网络群体的去个体化、群体极化效应更为明显。去个体化使得个体弱化甚至丧失个人意识和判断理解能力，从而导致其行为脱离社会规范的制约；群体极化则使得群体的判断和决策更趋向于走极端，这极易引发网络群体的分裂和对抗，造成较大规模的混乱，体现在意见和情绪的表达上，主要会有以下四种状态。


第一，狂欢
 。出于针砭时弊、释放情绪、调节气氛、吸引关注、表达诉求等目的，移动舆论场中的网民会针对热点编写各式“段子”，而这些“段子”凭借其形象、有趣、容易引发他人共鸣等特征，在移动新媒体平台上会得到大量转发和分享，制造一次次网民的精神狂欢。虽然“段子”往往都比较夸张，但其中那些关涉社会、经济、政治话题的“段子”，恰恰也是社会舆情的放大镜，能凸显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反映真实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如不满、无奈、焦虑、愤怒等）。2015年国庆假期期间，一名前往青岛旅游的游客在一家饭店吃完饭结账时发现，他所吃的本来是38元／份的普通海虾，竟然被店家要价38元／只。该事在网上被曝光后，网民不仅设计了用来调侃店家恶劣行径的“虾币”，还在微博、微信上发布了很多“段子”，例如这一则： “我在青岛要喝青岛啤酒，再点一盘花生米，完了买单，边数瓶子边起身： ‘老板，几瓶啤酒多少钱？ ’老板答： ‘我们青岛
 人好客，啤酒不要钱白送，我们来数一下花生米。’”


第二，狂怒
 。虽然我国的社会与经济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更为多元、突出，人们与他人相比时产生的“受剥夺感”、长期忍受各种社会压力所形成的狂躁感、利益受损或遭受不公对待时申诉无门引发的失望与愤怒，都使得社会积蓄了大量的牢骚和怨气。通过移动舆论场这样的公共讨论空间，这些牢骚和怨气常常会随着某个议题或事件的发酵而以网络谩骂、道德审判、民意绑架，或者侵犯隐私、伤害他人尊严的“人肉搜索”，又或是由虚拟空间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伤害等形式发泄出来，从而进入戾气横生的“众怒”或“狂怒”状态。


第三，围观
 。围观是一种相当数量的并无预设关联的人共同对特殊的人或事件进行高密度关注的行为。由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构建的舆论场域，很多时候就像古罗马竞技场，一旦发生了热点事件，人们就会借助网络平台上的信息分发及社会交往机制奔走相告，快速形成众人围观的形势。此时作为涉事主体的政府、企业，则像角斗士一样被困于竞技场的中央，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表演”或不“表演”的权利，只有主动“表演”或被动“表演”的状态；而位于“看台”上的公众，则一方面密集审视“表演者”的一言一行，甚至用“显微镜”放大每一个细微环节，另一方面还会互相沟通、交换意见，并最终形成舆论决定着“表演者”的命运。典型的例子如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和2016年的“雷洋事件”，在这两起引发网民规模化围观的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有关部门遭受了大量的质疑甚至非议，一度陷入非常被动的状态。


第四，围猎
 。在围观的过程中，人们不会只是关注和评论，也不会因为舆情一时的衰退而对某一议题或事件不再理会。实际情况是，针对一些存疑的人或事，网民常常自发地寻找证据，展开质疑，遥相呼应甚至分工协作，从而形成“围猎”之势，死死揪着问题不放，直到真相得以还原、
 涉事主体得到应有的处置之后方才罢休。这方面的例子比如2012年的“表哥”杨达才事件，网民在看到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面露微笑的照片后，便快速展开了“围猎”，循着他的笑，相继曝光他的多只名表、昂贵的眼镜、价值不菲的皮带以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直至杨达才落马后，舆论才逐渐平息。


（二）信息噪音与网络谣言


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和传感设备的发展，使得多元主体可以随时随地接入网络、生成数据，从而迎来了“大数据”时代。近年来数据正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快速增长、传播，2015年全球数据总量达到8．6ZB，且年均增长速度为40 % ，有研究者预计到2020年时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达到40ZB。
[9]

 然而信息快速增殖的另一面则是出现了大量的冗余与噪音，有的传播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常常对信息进行“冲击力加工”，导致传播的信息数量庞大、内容夸张而杂乱，为人们的信息获取增添了障碍。

以对《疫苗之殇》报道的讨论为例。2016年3月22日，一篇《南方都市报》记者写于2013年的报道《疫苗之殇》被网民翻出来放在网上，各类自媒体平台纷纷转发。许多微信公众号在转发这篇文章时，对内容和标题做了夸张式的处理；一些报道没有厘清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区别，并把有毒疫苗和失效疫苗混为一谈，夸大危害性，误导了受众进而引起恐慌。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与传统媒体不同，移动新媒体平台的市场化程度更高。通过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浏览量进一步得到更多的广告收入，是各平台上多数账号运营的首要任务。大部分移动新媒体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内容生产商，它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遵循商业盈利原则来对内容进行设计。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用户喜欢、利润丰厚的内
 容模式会被广泛采用，从而易于引发篡改、盲从和抄袭的行为。第二，专业的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上面临话语权挑战。在上述《疫苗之殇》的案例中，尽管传统媒体发出的报道几乎都在奉劝人们不要恐慌，却很难转变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整体的舆论走向。在信息过载的传播环境中，科学、权威的见解与观点不能及时传递给受众，从而带来了舆论混乱。
[10]



在爆炸式增殖的信息中，网络谣言随之增多。在门户网站、论坛、贴吧等传统互联网平台上，依托于可匿名的发言机制、实时的信息生产、在社交网络上的裂变传播等条件，网络谣言具备了滋生更容易、传播速度更快、扩散范围更广、可控性降低等特征，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而移动舆论场中的谣言，在继承了以往“网络谣言”相似特征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1）影响程度更深。例如微信“谣言”是在由强关系网络形成的朋友圈内和群组中传播的，群组内成员互动密切、彼此较为信任，其中一些媒介素养不高的人群更容易对谣言深信不疑。另外，由于移动舆论场的社会动员能力更强，公众更倾向于受谣言诱导而采取实际行动。 （2）谣言主题更注重迎合公众的心理诉求。在对微信公众号中被举报次数较多且阅读量较高的谣言文章进行分析时发现，移动舆论场中的热门谣言以唤起公众“焦虑与恐惧” “希望与欲望”两类心理感受为主要出发点。前者以健康养生类、人身安全类、财产安全类谣言为代表，后者则主要包括一些广告营销、色情主题的谣言。此外，一些财经与社会秩序类的谣言，还着重引发公众的仇恨与憎恶情绪，如关于民族仇恨、社会不公平等。
[11]

 （3）谣言更侧重诱导公众的转发与分享。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自媒体在发布谣言时，往往会采取一些诱导公众分享的
 策略，常见的如道德捆绑式诱导（如强调为爱国转发，“不转不是中国人”）、迷信式诱导（如声称转发后会有好运或不转发会遭厄运）、物质奖励式诱导等。


（三）网络水军遮蔽民意


网络水军通常是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等组织，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人员。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遍布在社会各个群体中，主要进行如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制造公共话题、炒作公共人物，借助网络媒介（如网络论坛、贴吧、博客、微博、Q Q群、聊天室、网络视频等）进行策划并按方案实施，使之知名度和影响力飙升；二是按照客户的指令密集发帖或进行评论，抑制负面信息，转移话题，或诋毁、诽谤竞争对手。伴随移动新媒体的发展，网络水军将阵地转移到微信平台上，如找多个微信公众号集中发布营销文章、将客户文章的阅读量刷到“10万＋”等。

虽然网络水军可能对某些社会经济活动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对真实的网络舆情暂时形成抑制，对真实民意的捕捉、隐性舆论的显性化、协商对话的开展，甚至整个社会的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现今，一些网络水军借助网民所持有的仇富、仇官、悯弱、猎奇等社会心态人为制造网络热点事件，不单愚弄了广大公众的同情心、正义感，让公众在不知不觉中充当炒作者的“托儿”或“打手”，更会令社会信任、社会爱心在无形中被透支。以2016年11月的“罗尔事件”为例，11月27日微信公众号“P2P观察”发表了题为《耶稣，请别让我做你的敌人》的文章，以父亲罗尔的视角讲述女儿罗某某患病，但自己因所在杂志社效益不佳、收入低而无力给女儿看病的悲惨故事。文章还提到，每转发一次，可获得“小铜人” （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互联网垂直领域的品牌策划营销机构）的捐款1元，捐款以2万元保底、50万元封顶。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快速“刷屏”，并很快突破了50万次转发。然而，不久后公众发现事件是由“小铜人”在背后作为推手策划而成的，许多网民对此表示了失望甚至是愤怒。


 （四）信息安全与隐私泄露


网络信息安全主要是指保护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不受偶然的或恶意的原因被修改、破坏和泄露，避免未授权的访问和使用，从而确保网络信息完整、可靠、正常、连续地运行，网络服务不被中断。我国近年来对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视不断提升：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提至国家战略的层面加以规划；2015年我国加快了网络空间法制化进程，如7月1日新的《国家安全法》颁布，明确提出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7月6日《网络安全法（草案）》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此外还不断完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提高防护水平。

然而，由于互联网具有无主管性、跨越国界、设防不足和缺少法律约束等特点，木马和僵尸网络、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安全漏洞、网页仿冒、网页篡改等网络安全问题仍然难以避免，且会伴随新平台、新技术的发展而表现出新特点，如利用网页篡改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更加普遍，盗取个人信息进行精准网络诈骗和勒索，智能终端的漏洞风险增大，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传播渠道转移到网盘或广告平台等网站，等等。
[12]



其中，公众的个人数据与隐私安全保护须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移动应用不断普及，移动用户在使用信息与服务的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涉及其隐私的数据（如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以及关涉政府行政乃至国家安全的数据。近年来有许多不法分子窃取用户信息，并将之用于诈骗、勒索等犯罪，极大地危害了公众的财产乃至生命安全。如仅在2015年，我国便有约10万条应届高考考生信息
 泄露事件、多家酒店客户入住信息泄露事件、票务网站大麦网600余万用户账户密码泄露事件等多起危害严重的个人隐私泄露事件发生；2015年4月“补天漏洞响应平台”发布信息称，30余个省市的社保、户籍查询、疾控中心等系统存在高危漏洞，仅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涉及数据就达到5 279．4万条，包括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上述安全问题直接影响着移动舆论场健康、稳定地发展，这要求政府必须特别重视对移动媒体平台上的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的管理及保护。


（五）迎合背后的低俗和对抗


为了迎合移动新媒体用户的喜好，获得更多的阅读量和点击量，一些媒体组织和自媒体故意运用谩骂侮辱、黄色下流、歪曲事实、颠覆主流权威等方式来制作和传播信息，这不仅造成移动舆论场低俗文化泛滥，严重地误导了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为社会的有序运行造成了诸多阻碍。

对此，我们从网络媒体的“标题党”行为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为了吸引公众的点击以及广告主的广告投放，一些网络媒体采用“断章取义”“夸大事实” “无中生有” “偷换概念”等方式设计新闻标题，由此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搜狐网在转载《西城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多名学生同天流鼻血请假》这篇报道时，编辑擅自添加内容，将标题改为《北京西城多名小学生同天流鼻血白细胞计数不正常》，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误解，甚至引发了社会恐慌；再如，凤凰网转载新华网《我国公布建设网络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报道时，为了夸大事实、制造话题，将标题改为《中国将成为网络强国：2050年世界无敌》；又如，网易在转载新华网报道的《多地整治网约车探索“规范路径”》时，将标题改为《官方：网约车属高端服务不应每人打得起》，改后标题与文章原意完全相反，
 使得社会矛盾加剧。
[13]



基于前文对移动互联时代传播图景及移动舆论场的阐述，党和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移动舆论场的重视，并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快速转变和优化对于政府形象构建的意识、观念、原则、体系，将执政之“道”与移动媒体之“器”融合起来，通过人本传播、引领对话、关系管理、激励分享等方式，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改革的同时，获得民众客观全面的认知、广泛深层的认同以及持久牢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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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府形象构建的环境、路径及体系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政府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作用突出。良好的政府形象意味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认同与支持。一方面能为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奠定基础，继而促进政府实现深化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行政效率、优化社会治理等目标；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有效对外传播、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前提。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政府形象构建的外部环境、内容和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政府形象而言，移动互联网既是形象构建的外部环境，也是具体的实现手段和方式，同时还提供了全新的内容和载体。重新审视政府形象的构成要素，规划设计与移动互联网环境相匹配的政府形象体系和构建路径，具有迫切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政府形象构建的变化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革新，全球范围内信息传播的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的总量呈现出“裂变式”的增长态势，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元、融合、通畅，传播“去中心化”和“泛中心化”并存，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特征愈发明显。基于网络平台的信息交互、参照示范、分享动员、集体行动等特点，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和行动能力大幅度提升，对政府等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形象的认知及期待更加全面而深刻，长期
 以传者为中心、单向表达、垂直灌输所构建的政府形象由此被赋予更多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价值选择的元素。


一、政府形象的界定及构成要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西方传统官僚体制失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以及政府行政改革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形象管理”开始为西方政治学界所关注。随后，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相继加入相关研究中，结合认知构建、角色期待、议程设置与权变管理等理论体系探讨政府形象传播问题。

我国政府形象构建及传播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步，进入新世纪后该话题才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便多了起来。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下述两方面：其一，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围绕政府职能及工作实践探讨政府形象的构成要素；其二，在“非典”疫情暴发、国内外对我国政府信息发布及施政举措的关注度提升后，从传播视角探讨政府形象传播、信息发布的策略与方法。

作为组织形象的一种，政府形象可以被理解成公众对政府这一组织的总体评价，具体包括政府的行政行为表现、素质能力、理念业绩、精神风貌等内容在公众处形成的看法，并以政府在公众中的知晓度和美誉度为表现
[1]

 ，或者是政府这一巨型组织系统在自身的行为与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总体表现与客观效应，以及公众对总体表现与客观效应所作的较为稳定与公认的评价
[2]

 ，它需要从“做”和“说”两方面进行建设
[3]

 。依循上述界定，本
 章重点讨论移动互联时代政府的行政理念与行为，以及公众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价值理念、综合能力、执政方式和执政绩效的认知与反馈。

从类型上看，有研究者认为政府形象包括层次形象（含有中央政府形象、地方政府形象、级届政府形象、官员个人形象）、部门形象、实力形象、关系形象、时间形象等维度
[4]

 ；亦可以细化为行政过程中的政策形象、组织形象、人员形象、环境形象、宣传形象、标识形象、文化形象、社区形象等八个子系统
[5]

 ；还可将政府形象划分为主要公众中的与次要公众中的、单一性的与综合性的、真实的与虚假的、现实的与理想的、有形的与无形的、本质的与非本质的、良好的与不良的、自觉的与不自觉的政府形象
[6]

 。

至于政府形象构建的过程，其一般会经历政府执政理念、行为与传播话语的输出，大众媒体的宣传与报道，公众的认知与反馈三个步骤。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政府充当“信息的垄断者”，更偏重于单向输出其权威性形象。大众媒体被当作宣传的工具。公众缺乏发声渠道，在传播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意见领袖的作用亦不明显，政府形象的受众反馈部分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但伴随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以及媒介环境的不断演变，政府对信息来源的控制逐步弱化，日益注重在传播中主动与媒体、公众形成良性互动。
[7]

 大众媒体开始调整策略，社会监督角色增强，以往单向轰炸式的宣传话语渐渐转变为更加注重公众本体的多元对话与讨论。同时，网络意见领袖拥有左右舆论走向的能力，而公众也获得更多的发声渠道。与此相对应，“大众媒体对政府行为的宣传与解读” “意见领袖对政府行为的评判”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讨论”应被纳
 入政府形象的舆论反应部分，成为政府形象的构成要素。

综合上述判断，笔者认为政府形象应该包括顶层设计（执政、施政理念）、政府行为（行政与传播行为）与舆论反应三个部分，而不同时期这三个部分的具体内涵会有所差别。这也是本章探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型。


二、政府形象构建的变化与挑战


新时期我国政府的形象构建正面临种种新变化、新挑战。在“顶层设计”部分，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施政理念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赋予了政府形象更多的内涵。在“政府行为”部分，一方面政府的行政行为由权力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催生的诸多新媒体平台强化了自媒体的传播形态，形塑了多元渠道、多个声音交织融合的传播格局，这又要求政府形象传播的策略和方法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在“舆论反应”部分，受去中心化和对等沟通等传播特点的影响，与移动互联网相伴而生的是公民意识的崛起、价值观念的多元和对话协商的勃兴，如何有效捕捉和回应公众的关切及需求成为成功规划和传播政府形象的重要前提。


（一）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理念转变提出了新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控制，行政规制和行政审批缺乏有效的监管和问责，行政机构臃肿，致使政府职能无限放大，政府效能却持续低下。
[8]

 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不明晰、公共决策流程不完善、政务信息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束缚政府形象塑造和传播的主要障碍。随着改革的深入，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呼声日渐高涨。 “有限政府”实质上是寻求个
 人自由权利与政府权力平衡之下的政府职能理论，是对“社会契约”观点的深化和实证。 “作为现代政府治理与角色定位的共识，以有限政府思想所表达的内核诉求，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政府服务转型，具有现实而紧迫的时代意义。”
[9]



在推进政府转型的同时，我们亦须意识到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反映。
[10]

 公共服务能够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事实上，我国政府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要把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有限政府”在削减政府权力、弱化政府管理职能的同时，也要相应增加其服务职能。“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
[11]

 是服务型政府的本质。

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从而让所有社会成员拥有施展才能的公平机会，共享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
[12]

 这是中央高层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含义、路径和目标做出的直接指示，也在政策层面给新时期的政府形象构建提出了明确要求。




[image: picture]


图2-1　生活“场景化”的代表——微信挂号


（二）移动互联生态初步形成为政府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6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有95．1 %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较2015年度提高了5个百分点；网民使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继续下滑，其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
[13]

 整个移动互联网呈现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网络连接、移动设备、应用服务、开发者及开发平台这五大要素共同构建了以移动互联网为纽带的资讯、服务与商业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又以生活场景化、高黏着度和自媒体崛起为核心特征，影响力日益增强。

其一，移动App渗透率高，公众生活被“场景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移动应用市场，即时通信、社交、旅游、视频等移动App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中具有很高的渗透率。移动App已经成为中国公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据统计，全国平均每部移动终端上的App数量为34个。
[14]

 人们通过微信就能完成就医过程中的排队挂号、缴费、打印电子病历等环节（见图2-1），或者借助手机应用定位到附近的餐厅，使用订座、点餐、支付等服务，由此，移动互联网这种强调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场景与信息、服务相适配的特质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不同于门户网站以话题为基础的信息组织模式、社会化媒体以关系为纽带产生的信息流动方式，移动互联网带来了“空间信息流”这一全新信息组织模式——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产生与某一特定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的汇聚。
[15]



其二，用户对移动互联网的依赖度大、黏着度高。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用户在移动终端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增加。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打开移动App的时间长达116分钟，每天通过移动终端上网超过4小时的重度用户比例达到36．4 % 。与此同时，移动App的使用集中度很高，Q Q和微信的覆盖率超过70 % 。以微信为例，55．2 %的用户每天打开10次以上，25 %的用户每天打开30次以上。
[16]



其三，传统媒体在移动端转型加速，自媒体蓬勃发展。在受到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巨大冲击之后，微信公众账号和新闻App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时代转型的重要阵地。2014年底，移动互联网新闻用户的规模达到4．1亿， “今日头条”App成为最受欢迎的移动新闻应用，累计下载量超过3．5亿。
[17]

 2014年也是自媒体井喷式发展的一年，截至该年底，微信平台
 上各类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
[18]



这些现象为形象构建框架中政府的主体行为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比如，考虑到“场景”对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一方面可以结合公众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境的差异化需求，推送个性化的信息与服务，另一方面也可将传统政府工作的场景复制到移动平台（如政务微信、政务App）之上，并向公众提供政务查询、申请、办理等多元服务，从而增强公众使用政务新媒体平台和享用政务服务的体验。又如，考虑到公众对移动互联网的重度依赖，且在移动终端发布的信息具有即时到达和精准推送等特点，政府部门可以将信息公开工作向移动互联网端迁移，尤其是在突发状况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向目标公众实时公开重要信息。再如，既然微信公众账号已经成为公众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政府部门可以参考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模式，将传统的政务公开内容以微信图文专题、可视化信息图表等适合移动终端“轻阅读”的形式向公众传播，等等。


（三）开放多元的传播环境塑造舆论新格局


将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特征与我国社会转型、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看，新时期政府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面临着巨大挑战，长期以单向表达和垂直灌输方式进行形象传播的政府部门必须重新思考自己与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及普通公众的关系。这些挑战具体表现如下：技术民主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碎片化加剧了信息混乱，网络意见领袖地位提升；公民意识觉醒引发舆情危机常态化，通过倾听和对话达成共识变得愈发重要。

1．技术民主与话语再分配

基于PC的互联网曾经使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发生了巨大改观，但
 由于其总体使用门槛相对较高，并且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普通公众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公众的信息获取与发布渠道仍然受到较多的限制。以“光纤入户”为例，受成本高、周期长、回报率低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村一级的光纤覆盖率和网速仍然相对较低，实现互联网在这些地区的普及还有待时日。但在互联网基础较差的欠发达地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传统互联网；在农村，移动互联网不仅用户规模迅速扩大，其对各个领域的渗透也在全面展开。作为移动互联网终端的代表，智能手机与电脑相比具有价格低廉、随时随地可用的特征，其信息接收与发送更加便捷，公众借此获取信息和发声的渠道更为畅通、多元，信息传播的地域差异明显缩小。

从这一点来看，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社交网络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进步与门槛降低推进的民主进程，其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是促进话语权的再分配——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普通公众从以往大多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角色演变为更加积极主动的信息发布者、问题质疑者、社会监督者、活动动员者和决策参与者。

技术民主与话语权的再分配又引发了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第一章曾经提到，去中心化描述的是政府、传统媒体作为传统的话语权力中心影响弱化的过程。大众媒体对于政府行为的宣传和解读不再是公众获知政府信息的唯一途径，大众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传统的“告知”和“宣传”话语体系不再必然有效。这使得政府部门长期以来依靠传统媒体、运用官方话语体系进行的单向、垂直的形象传播不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反而还可能在塑造政府形象上起到反作用，正面宣传遭到负面解读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在“1·2”哈尔滨仓库火灾事故、 “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和“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等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过多地强调领导的重视、批示、指示，不合时宜地自我表扬、输出“正能量”，激起公众强烈的不满， “丧事喜办”的批评不绝于耳。这里可以简要回顾一下2013年
 的吉林宝源“6·3”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2013年6月3日清晨，位于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的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爆炸火灾，当班300余名工人被困。这场事故最终造成121人遇难，76人受伤。在6月6日下午2点举行的关于此次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对于伤亡情况基本未作介绍，却花了一个小时来称赞和感谢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救火所做的工作。该负责人对医务人员“紧张忙碌、夜以继日地工作作出的巨大牺牲”表示“骄傲”，赞叹长春市救护车在40分钟内就赶到事故现场“有多么不容易”，声称专家们当晚就从北京乘飞机过来非常令人“感动” … …当有记者请他描述他当天8点在现场看到的情况，以及从医学角度判断伤者受伤原因是氨气中毒还是大火灼伤时，他的回答却偏题了。这场“1小时的致谢会”在网络空间迅速引爆舆论，对该负责人和参与事故处理的政府部门的质疑和批评之声比比皆是，政府官员和部门的形象大大受损。《生活新报》评论道： “多承担责任，少说拜年的话；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浮夸——如果官员对于公众的这两项基本要求不管不顾，官方的语态永远会高于公众的疑问和诉求之上。如此一来，媒体和公众想了解的问题，既得不到回答，还可能因为话语系统的不匹配造成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不信任。”
[19]



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 “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如边缘弱势群体、N G O组织、民间压力团体，凭借新媒体获得话语权，形成多级化的传播格局，原来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政府从‘单级’转化为‘多级’”
[20]

 。这种描述在移动互联时代被证实是准确且不可逆的。移动互联网本身在技术属性上就具备开放、分享、平等的民主“基因”，这也是本书所提倡的在政府形象构
 建中注重“多元协商”和“合作民主”的技术前提。

2．信息碎片与新兴“话语权力中心”的形成

“碎片化”是描述互联网社会传播语境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诸多信息如同凌乱的、无关联的碎片。在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的实时生产和裂变式扩散成了常态，这使得信息集散的时间大幅缩短、影响范围迅速扩大，社会意见离散且多元， “碎片化”的倾向和程度要比互联网时期更甚。

信息“碎片”如果不加以统合、过滤、去噪、去重，公众就可能陷入信息汪洋中不知所措，这时他们要么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信息的灌输，要么根据经验和自己认可的意见领袖的观点做出判断，要么对事物先定义后理解而贴上感性的标签。这些情形都不利于政府形象的构建。

斯蒂贝尔的“断点”理论可以很好地描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这种信息困境。该理论认为所有成功的网络都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网络会呈指数式增长；接着，网络会到达断点，这时候它的大小已经明显超过了负荷，必须有所降低（轻微或者显著地）；最后，网络达到平衡状态，会理智地在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继续增长。但如果到达断点后的处理有所偏差，不能使网络恢复平衡状态，网络就会不可逆地迅速崩塌。
[21]

 在移动互联网接近“断点”之时，有着众多追随者的意见领袖依托网络平台上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帮助公众筛选信息、构建认知和形成意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会愈发突出，从而成为新兴的“话语权力中心”。

移动互联网复制了现实社会的“差序格局”形态。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
[22]

 中心人物一般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和信息搜索识别的能力，故其圈内人
 员总能从中获得有用或有益的信息，因此人们就越来越离不开中心人物的“二次传播”。对政府部门来说，这意味着移动互联时代要特别重视与意见领袖的对话，以有效地影响“中心人物”，并通过他们在公众脑海里构建出良好的政府形象。

3．公民意识与危机“常态化”

公民意识即公民对自身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是公民对自身权利和应承担义务的认识。
[23]

 互联网提供的互动交流机制，弥补了现代社会中面对面交往的不便，为公众的政治讨论和团体内沟通带来更多机会，也为新型的政治沟通、动员和活动方式的出现创造可能，这又在无形中降低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壁垒，减少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成本。
[24]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民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使得人们获取信息更主动、互动欲望更强烈、质疑与批判意识更明显，政府不得不面对危机“常态化”的局面——人人都可以便捷地上传和分享信息，人们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成问题的提出者和质疑者，甚至是对抗行动的组织者，这使得无论是政府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充满了可以随时引爆舆情危机的“火药桶”，这些“火药桶”一经点燃，就会产生“核裂变”式的传播，迅速引发网民基于虚拟世界的规模化围观及现实当中的对抗和发难。
[25]



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 “郭美美炫富” “青岛38元天价虾”等事件已经警示政府部门绝不可小觑舆情危机的破坏力：其一，一旦发生针对某政府部门的负面舆情，总会或多或少地对其形象造成损害；其二，这样的损害
 会消解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如若信任不在，则又将直接削弱政府部门的传播力和执政力；其三，假如此类负面舆情频发，公众将对政府形成刻板印象，这不仅会长期使政府部门的宣传处于难以被倾听的状态，还有可能触及政府合法性等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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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路径和体系

在新时期政府应围绕职能转型的目标和“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构建集法治形象、廉洁形象、服务形象与高效形象于一体的新型立体形象。同时，针对政府形象的传播不应“单向度”“一刀切”，而应依据传播对象、传播情境、传播渠道、政府部门层级等差异特征，形成容纳多元主题、多样内容、多种形式的形象传播体系，从而更好地提升公众的认知、认同和认可。


一、政府形象的顶层设计：寻求价值认同





[image: picture]


图2-2　“清风北京”微信监督举报平台

“认同” （identification）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指个体因希望与影响施加者相像而对社会影响做出的反应。E．阿伦森提出：“认同”和“依从”（或“服从”）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认同中个体会明确相信自身所采纳的意见或价值。
[1]

 在信息沟通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渴望创造一个有关态度、情感、尊严、理想、信念等要素的共同世界（共同体），以实现信息沟通、利益互惠和价值同构的三维均衡。
[2]

 在移动互联时代，信息沟通和利益交往的频率已经可以用“毫秒”来度量，此时价值匮乏的危机就暴露得更加明显——“利益共同体沦为由物质、世俗欲望驱动的‘乌合之众’；信息共同体变成众声喧哗、偏见与偏见交锋的场域”，如果不能构建一个“价值共同体”，各类社会问题出现的频率会大大增加，公众亦会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缺乏共识而产生价值迷失与困惑。
[3]



受文化传统、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政府的执政、施政理念会有所区别。但作为具有公权力的社会组织，各级政府都应该承袭或吸纳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价值元素，以此设计政府形象的顶层部分；进而通过移动互联网有效地向公众传播这些价值元素，构建社会的价值认同，使政府与公众形成牢固的“价值共同体” ——通过共同体明晰的价值规范和道德约束，发挥其在政府形象的生产、表征、传播和修复中特定的作用。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这些价值元素可以主要归纳为法治、廉洁、服务与高效。


（一）法治形象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治本质上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是政府形象顶层设计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构建法治形象，能够对外传达有序、公正、人权、和谐的价值理念。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 “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移动互联网为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和通畅的途径。仅在2014年，通过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PC端和移动端，就完成了7部法律草案、15部行政法规草案和108部部门规章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网民提交意见超过12万条次。
[4]

 除此以外，法治形象还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法规及政府对法律知识的普及之中。数据显示， “十二五”期间，有92 %的政府网站开设了“政策法规”栏目，旨在向公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以及对政策法规进行深入解读。
[5]




（二）廉洁形象


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对公权力监督的薄弱、权力资源的异化使得腐败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廉洁的政府形象关乎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政府施政的有效性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度。

移动互联网能够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也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丰富的手段和渠道，进而能有效推进“阳光政府”的建设工作，强化公众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2015年以来，多地政府开通了廉政微信公众号，向公众通报违规案件及处置结果，并提供有效的监督、举报途径，邀请公众共同参与廉政建设工作之中（见图2-2）。


（三）服务形象


服务型政府以“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宗旨。服务形象向外传递着社会本位、公民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执政理念，以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目前，在移动平台和终端上已经涌现了大量政务服务平台。

塑造新时期的服务形象，需要政府完成理念和文化的重塑，并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职能和结构优化。具体来看，移动互联网既能有效延展传统操作层面的形象建设，又能实现路径创新；政府在对为民服务加以投入时，可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通过“互联”的方式，在单一部门形象建设的基础上，实现跨部门的合作；最后，依靠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多种交互方式，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府主导的服务形象建设之中。


（四）高效形象


政府效能直接决定着公共利益实现的顺畅与否，舆论对政府形象的诸多评判也直接以政府的行政效率为依据。长期以来，公众对我国各级政府普遍持有“行政效率低下”的刻板印象，亟须加以扭转。

高效形象的重要依托是技术创新。以移动政务平台为代表的新型办公系统能够有效地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提升审批效能，帮助政府积极推行信息公开，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执行力。与微信、移动App等社交工具的有效对接，可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建立完整的
 信息反馈和舆论监督体系，从而协助政府完善监督考核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借助移动互联时代的大数据技术，还可有效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果。

上海微信“城市服务”平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2014年起，上海市部分职能部门不断推进一些便民项目的“移动互联网化”。2014年5月上线的“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微信公众号，具备了护照及签证的在线申请办理功能；2015年初上线的“上海公交”App提供了可实时查询全市公交路线到站时间的服务；2015年3月底上线的“上海公安”App推出了护照、签证办理以及相关信息的查询功能。2015年4月，上海市利用微信将上述便民App的相关功能融入一个整体窗口， “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开通了14项便民服务，其中包括出入境护照、签证预约办理，电子挂号预约，以及交通电子违章查询，预约验车等，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公安局、交通委、气象局、出入境办公室。这一平台，除了预约申请流程外，还加入了相关费用的移动支付环节，所有功能均免费提供。这些政务App和“城市服务”平台在提高了相关部门办事效率的同时，能一定程度上降低行政成本，对用户来说也有吸引力。


二、政府形象的主体行为：多主题、多形态的行为体系


政府的行为复杂多样，不同层级、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行为共同构成政府的行为体系。移动互联网不仅为传统的行政工作提供了便利，还催生了移动信息公开、移动舆论引导、移动网络问政等全新的政府行为。


（一）移动信息公开


如今，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政府移动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而移动互联网对公众的进一步赋权提高了其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形式、时机、频次等方面的要求，这使得政府应当树立“民本位”的信息公开理念，把握“时度效”，进行全面公开、主动公开、平衡公开、
 互联公开、制度公开，从而最终达成促进公众政治参与、推动民主建设的目标。

在具体实践中，移动信息公开应该兼顾常规信息和重点信息。考虑到公众对移动互联网的重度依赖，以及向移动终端发布的信息具有“即时到达”的特点，对突发状况下重点信息的公开要尤为重视。比如，2015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后，天津部分官方媒体向微信团队紧急申请了额外的推送权限，及时公开了大量公众关切的信息，对消解危机、平息谣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移动信息公开普及以后，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络架构可以得到优化和调整；而关闭部分访问量较低、影响力有限的低层级政府网站，将精力投入移动端，也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节约人力和财力。


（二）移动舆论引导


移动互联网提供的渠道正在促成政府与公众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双向沟通，移动舆论场呈现出了全新的特征，传统的舆论引导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善用移动互联网进行舆论引导可以有效促进交流对话，为政府形象加分；违背移动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则可能放大风险，加剧危机，损害政府形象。因此，确立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在常规情境、风险和危机情境下的舆论引导策略，对政府形象构建工作尤为重要。

1．常规情境的舆论引导：从“宣传”到“寻求认同”

以往“宣传”大致可被理解成“使用一系列手段，通过心理操纵使大众中的个体达到心理上的统一，团结在一起，积极地或被动地参与该群体的行动”
[6]

 。一些政府部门长期自说自话，多套话，少人话，重视宏大运动式的宣传，忽视与社会公众平等均衡的对话，导致其传播很难让受众入耳、
 入脑、入心，甚至引起反感和排斥。由于具有自上而下、单向灌输、重在说服等特点，在现今日益重视平等、尊重的对话协商的时代，传统的正面宣传开始遭遇“飞沫化”的困境。
[7]

 只有将单向灌输、高高在上、运动式的宣传思维转变为双向平等、寻求认同的对话思维，才能使政府的舆论引导模式真正契合移动互联网的特质。

2．特殊情境下的舆论引导：快速响应、加强对话、换位思考

除了上面提到的正面宣传“飞沫化”的难题，在移动互联时代，形象构建主体还必须面对危机常态化这一棘手问题。移动互联网的多点爆发、裂变式传播、规模集聚等特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风险由隐性到显性、由小到大、由风险到危机发展的可能性，风险至危机的转化时间也变得更短。一些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对当前的舆论形势缺乏准确判断，危机意识淡薄，导致舆论引导工作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在危机情境下一些不当的措施和回应亦严重损伤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这都要求形象构建主体审时度势，能够建立一套在特殊情境下科学、有效引导舆论的机制。

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移动互联网对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也创造了突破原有渠道、创新引导手段等机遇。其一，利用移动互联网实时传播的特点，政府可通过确立移动舆论引导的“快速响应”原则，第一时间对风险做出应对，以有效控制舆论风险；其二，借助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沟通渠道畅通的优势，政府若能秉持“积极对话”原则，营造平等主体间的对话，不断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则可更好地化解风险，应对危机，避免冲突，维系信任；其三，基于移动互联网以人为本的发展特征，政府依循“换位思考”的原则，则能促进理解、增强信任，形成与公众合作共赢的框架，从而避免出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对抗。


 （三）移动网络问政


问政即咨询或讨论为政之道，是执政者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网络问政作为依托互联网的问政方式，虽然成为政府部门体察民情、收集建议的重要渠道，但也常常止于民意的收集，没有充分发挥网络数字技术的其他作用。而在移动互联时代，若不能跳开PC端，网络问政难以实现真正的大众化。

受惠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民主，如今涌现出大量以“微信服务号”“城市服务大厅”为代表的移动端便民问政窗口，覆盖医疗、交通、公安、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与PC端不同，移动平台上的问政窗口在功能上呈现出传播内容、构建关系和提供服务等多样化的发展势态。目前，前两者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而提供服务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从单一的内容提供到“内容—关系—服务”的多元呈现，可以促成移动互联网用户注意力的延伸。
[8]

 这种延伸形成了移动问政平台的用户黏性，加上大量现实场景在移动端可以得到完美复制，移动网络问政比传统的网络问政更有效。

这种有效性在“沟通”与“反馈”环节体现得更为明显。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运营人员只需将平台消息与自己的手机绑定，就能及时对任何发向平台的信息加以捕捉，对重要信息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接回复。


三、政府形象的受众沟通与传播策略


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形象传播的具体策略包括对话协商、话语创新和注重交互三个方面，它们分别体现着形象构建主体的传播姿态、话语技巧和操作策略。


 （一）对话协商


“对话” （dialog）的思想雏形最早见于苏联思想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一书，用以描述小说作者与角色之间的相互构建。经过西方社会学的发展， “对话”被演绎成一种克服现代性危机、重构认同与共同体的有效手段。
[9]

 在政府形象的构建过程中， “对话”可以被狭义地定义为不同意见的群体通过交流和沟通寻求共同点和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对于政府而言， “对话”将形象构建工作由单一主体承担转变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大众媒体、意见领袖、普通公众被置于一个对等、公开的话语模式下，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畅所欲言。

对话的目的不是消除差异、说服接受，而是在承认多元意见的基础上寻求认同或是将不同意见统一的可能性，即“求同存异”的过程。在现代社会， “对话”的一个积极实践案例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赋予政府决策和立法以正当性。

移动互联网带来了通畅的对话渠道。无论是在类似“留言板”的微博评论空间，还是通过类似“小纸条”的微信对话窗口，政府都可以主动与媒体、意见领袖和公众展开深度对话，从而更好地做出决策、优化形象。相应的，公开和互动成为移动互联时代对话与协商民主的核心特质。例如，2016年1月北京市“两会”期间，由市政府牵头、多部门合作制作的大型访谈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北京新表达》正式上线，在千龙网、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媒体同步投放，并通过“首都之窗”微信邀请市民就“提升空气质量” “缓解交通拥堵” “推动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等12个主题畅所欲言，共同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北京市民只需关注“首都之窗”微信，直接回复“市民对话一把手＋主题”就能参与首都
 共建的重要议题（见图2-3），活动因此受到了微信用户的积极响应。

[image: picture]


图2-3　微信二维码提供“市民对话一把手”的新渠道


（二）话语创新


有效的沟通与传播离不开内容可信、情感真诚、明智且充满善意的言说。政府机构在将其惯用的自说自话式的官样文章，优化、调整为公众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的公共话语的过程中，对修辞及叙事方法的恰当运用至关重要。

修辞的本义是修饰言论，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说话的技巧。政府从“宣传”到“对话”这一发声方式的变化本身即是社会话语环境嬗变的真实写照。有语言学者提出， “与个人话语交际不同，当代机构修辞是更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的修辞活动，是更注重‘接受’、忌讳‘自言自语’的修辞活动，也是需要面对巨量接受者的修辞活动”
[10]

 。这揭示了政府在移动互联时
 代善用修辞的必要性和基本思路。在具体的修辞策略方面，政府沟通和传播的内容需要在与主题、语境和语体相契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是字优先（在表明自己意见之前，先表达受众认同的观点）、听说互动、言行一致。

叙事是比修辞更大的言说范畴，包括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话语构建。有研究者以伯克的“戏剧五因”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融“语境”“角色”“行为” “方法” （角色行为的具体策略和方式）和“目的”为一体的说服性叙事框架和结构。
[11]

 政府机构可以对此加以借鉴，以进行因势利导的话语建构。

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务微博、微信、 App借用多种时尚的语体（如“元芳体”
[12]

 “宝宝体”
[13]

 “三遍体”
[14]

 等）展开“拟人化”的沟通和传播，塑造政府亲民、有人情味的形象。还有一些政府机构采用讲故事的方法拍摄微视频并发布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希望在赋予自身人格化特质的同时促进公众的理解，引发他们的共鸣，形成基于价值认同的共同体。从2014年起，北京市公安局的微信号“平安北京”连续推出“警察故事”系列栏目，该栏目或讲述身边平凡的人物，或讲述首都公安日常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凭借与公众的接近性获得了较多关注，迅速成为宣传北京公安形象的品牌栏目。


（三）注重交互


“交互”意即交流与互动，是移动互联时代诸多平台追求的一种功能状
 态。对于政府而言，移动互联时代的政府形象构建，接入平台只是第一步，更要深刻领会其开放、交互的本质特征，并将之灵活运用到实践之中。移动互联时代的“交互”具体表现为思维交互、界面交互和活动交互三个方面。

1．思维交互

相较于传统互联网渠道，移动互联网平台在内容和信息的展示上并无优势，但胜在沟通的深度和渗透率。由于人类的交流与沟通是自然而富有感情的，用户也期望与之交互的移动终端不仅仅是产品与功能的集合，而且具有观察、理解和生成情感特征的能力。这要求形象构建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形成思维交互的“回路”，对用户的需求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

2．界面交互

界面，即UI （user interface），指人与终端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媒介，也是实现信息传递的相关支持软件、硬件以及方法的集合。一个交互式的界面能够提供开放、人性化、便捷的用户体验，同时传递着设计者的关怀和尊重。在移动互联时代政府亦应注重增强形象产品的界面交互，以向公众展示政府为了实现“对等沟通”而做出的努力。

3．活动交互

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移动传播载体的活跃度依托于与用户良好关系的构建，维持打开率、阅读率和分享率则需要通过创新活动或有效互动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无论是线上的互动活动，还是向线下的延展，都能促进形象主体与公众之间的交换、合作与对话，增强用户的黏着度。


四、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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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体系

在确立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体系之前，我们还要明确：政府形象也是有层级的，每一个层级的政府形象构建所需关注的重点也有所差异。越是高层级、职权范围宽泛的政府（如中央人民政府），在形象构建过程中对顶层设计的影响越大；越是低层级或职权范围细化的政府（如街道办、交通委），在形象构建过程中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与互动就更为频繁，而对顶层设计部分更侧重呼应与解读。

最后，我们回到本章讨论的核心问题——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体系。根据前文的论述，这一体系应该紧密围绕“移动互联网”与“政府形象”两大要素及其相关关系而设计。

从“移动互联网”的视角出发，对于政府形象而言，移动互联网既是形象构建的环境——表现在技术民主、碎片化和公民意识等方面，也是手段和方式——姿态上强调对话协商，话语上强调持续创新，实操中注重交流互动，还为政府形象提供了全新的传播内容和载体——如政务微信、政务App等。

从“政府形象”的视角出发，传统政府形象的内涵与外延在移动互联时代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顶层设计上，政府形象可具象为法治形象、廉洁形象、服务形象和高效形象；政府行为与移动互联网紧密结合，除了为传统的行政工作提供便利，还催生出移动信息公开、移动舆论引导和移动网络问政等新形式，在常规情境、风险情境和危机情境下，则又有不同的操作策略；最后，舆论反应的形式和内容也有所调整，政府部门必须重新审视其与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优化沟通策略。这一体系可以用图2-4进行描述。

在社会转型愈发深入、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政府部门长期以来依靠传统媒体、借助官方话语体系进行的单向、垂直式的形象传播不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且不易传递、勾勒和适应现代政府的新形象。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又为政府的形象传播提供了实时的信息传播渠道、可与公众持续沟通和对话的平台、生动多样的信息呈现形式，这可为政府优化形象构建理念和策略、增强形象传播效果提供助益。

尽管目前多数政府部门已经尝试通过移动互联网开展全新的形象构建工作，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共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而这也间接影响了形象构建的效果。例如：有些政府机构仅将形象构建看作开设一个公众号，忽视了平台上的对话和关系维护，对用户的诉求缺乏有效回应，最终因为缺乏“温度”和话语陈旧而被用户抛弃；有些政府机构虽然有意识地借助移动平台进行形象传播，但却存在信息发布无规律、语言体系与平台不符、各平台传播信息零散而无法形成合力等问题；另有些政府机构不了解移动平台的传播特征， “微信照搬微博，客户端照搬网站”，同质化严重；还有些政府机构缺乏公开、透明的意识，遮遮掩掩，陷入危机常态化和塔西佗陷阱之中，加剧了公众对其负面认知的刻板印象。

总之，我们需要认识到移动互联网对于政府形象构建的意义不仅仅是技术与手段的突破，更在于社会治理理念的更迭，将“服务” “对话” “协商” “合作民主”的元素深刻融入政府的日常执政与施政行为之中，并由此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与信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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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9版［M ］．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30．


[2]
 胡百精．说服与认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38~39．


[3]
 麦尚文．价值传播与社会认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价值观呈现与传播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 （5）：71~75．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 N 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正式发布： “十二五”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大亮点［EB／O L］．（2015~10~29） ［2017~03~13］． http： ／／w w w．cnnic．net．cn／gyw m／xwzx／rdxw／2015／201510／t20151028 ＿5296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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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王芳菲．新媒体如何影响社会管理——兼论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与功能［J］．国际新闻界，2013 （1）：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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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 （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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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百精．说服与认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270~271．


[10]
 胡范铸，陈佳璇，甘莅豪，等．“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J］．当代修辞学，2013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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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百精．说服与认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12~113．


[12]
 “元芳体”的创意来源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剧中狄仁杰经常征求助手李元芳的意见，从而借对话引出对案情的分析。之后，在网民的调侃中，该语体成为网络流行语言风格，句式为前面陈述一件事情，在最后加上一句： “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


[13]
 “宝宝”语出网络潮语“吓死宝宝了”，女生受到惊吓时常用此语来表达心情。后来“宝宝”独立单用，只要说话氛围协调，几乎在任何语境中，网民都可用“宝宝”或“本宝宝”来称呼自己，如“笑死宝宝了” “本宝宝这厢有礼了” “本宝宝拜托了”等等。


[14]
 网络流行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使用时，则是将同样的内容重复三次。





第三章　政府形象现状评估——基于公众的认知

上一章提到，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形象构建的体系和路径均呈现出新的特征，若想基于这些特征对政府形象加以优化，我们首先需要清晰地了解目前政府形象的状况，尤其是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如此既利于政府知不足、明方向、定重点，更有助于政府站在公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回应关切，从而真正开展双向对等的对话协商，与公众形成合作共赢的框架。

本章选取北京市政府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考虑到如下方面： （1）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北京市政府的施政理念与执政行为不仅走在我国地方政府前列，也会对其他地方政府产生示范和引导效应，因此可作为典型加以研究； （2）北京媒体资源丰富、媒体行业发达，民众媒体使用多元、公民意识较强、对政府的评价亦较积极和客观，这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调查数据的可靠性。





第一节　研究概况与政府形象概览


一、研究概况


本研究采用定量调查的方式，针对北京市居民随机发放调查问卷，以了解其媒体使用及对北京市政府评价的相关情况。调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调查对象
 ：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常住居民。本研究重点关注两类群体： （1）30岁以下青年群体，此类人群是新媒体的重度使用者，通过分
 析其媒体使用特征与其对政府评价的关联，可更好地揭示出新媒体发展对政府形象构建的影响； （2）40～59岁群体，相较于年轻群体，该类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如知识水平、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等）、较多的社会阅历，其生活经历多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政府工作发生过关联，因而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认知更为深刻、全面，且对政府有着较高的参与、监督和表达意愿，其评价对其他社会群体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


调查方法
 ：为了突出重点调查群体的特征，本次调查采用非随机抽样中的配额法，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30岁以下群体的占比为28．6 % ，40～59岁群体的占比为30．7 % ）进行配额，将30岁以下人群和40～59岁人群的配额分别设定为不少于30 % 。


调查方式
 ：由专业数据调查公司在网络上随机向北京市居民发放调查问卷，邀请受访者填写问卷。


调查时间
 ：2016年9月10日至2016年9月30日。


有效样本量
 ：本次调查最终收回了1 002份问卷，经过复查并去除作废（不愿意参加调查或不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样本，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963个（见表31）。本调查中样本的主要人口特征如下：

在性别结构方面，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46．63 %和53．37 % ，男性略少于女性，这与北京市常住人口男女比例（50．1 % 、49．9 % ）
[1]

 稍有出入。

在年龄构成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上述两类重点关注的群体均达到了配额要求——30岁以下和40～59岁年龄段样本占总体比例分别为31．36 %和33．13 % 。除此之外，作为北京市常住人口的主体人群——30～39岁群体（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15．6 % ）在本次调查中样本量也较大，该部分样本占
 总体比例高达31．98 % 。

在学历构成方面，本次调查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样本占比最高，为55．87 % ；除了初中及以下学历（16个）样本量较少外，拥有其他学历的样本数量占总体比例相对较为平均，高中／中专／技校、大专、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分别占总体的11．01 % 、17．55 %和13．91 % 。这体现出本次调查对象的整体学历水平较高。

在职业构成方面，样本中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企业／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医生、律师等）三类人群占样本总体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35．31 % 、12．46 %和13．60 %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农民、无业／下岗／失业人员等四类人群样本量较小，占总体比例不足1 % ；其他职业的样本占比分布较为均衡。

在个人月收入方面，与样本的职业构成密切相关，近八成受访者的收入水平集中在3 001～15 000元区段，其中，月收入在5 001～8 000元区段的样本量最大，占总体比例达到34．16 % ，这与2015年北京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7 086元）
[2]

 水平大体相当；此外，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月收入在20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在本次调查中占比相对较少。

在居住区域方面，与北京市2015年度各城区常住人口的分布情况一致。本次调查样本的区域分布，按照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城市发展新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首都核心功能区（东城区、西城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的次序逐级递减，四个区域的样本量
 占总体比例依次为52．02 % 、25．44 % 、14．12 %和8．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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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本次调查样本的主要人口特征分布


 二、政府形象概览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得以大致勾勒出公众眼中的北京市政府形象：发展绩效优异，多项工作善政善治，政府官员能力强、素质好，普通工作人员讲服务、水平高（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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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公众眼中的北京市政府形象

在政府绩效方面，北京市政府的“有效政府”形象塑造得颇为成功，公众认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于过去五年里有了较大发展。得益于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着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改进公共服务方式、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等施政举措，公众对公共服务领域发展的评价最高。相对而言，北京市政府在交通、减少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调控三个领域所获得的满意度尚有更多改善空间。


 在政府工作方面，北京市政府“法治” （法治建设）、 “透明” （决策透明）、 “人本” （执政为民、服务便利）的“善政善治”形象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北京市政府的“行政监督”工作有较多的意见和更大的期待，有公众希望北京市政府开通更为便捷的投诉渠道，并对其投诉的问题及时解决或答复。

在政府官员方面， “高素质”形象比较深入人心。整体观之，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印象感觉良好，尤其认可他们科学判断形势、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的能力与素质。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公众对政府官员仍存有较为牢固的负面刻板印象，不太满意政府官员在依法行政、倾听民意等具体执政行为上的表现，而这也恰恰是政府官员亟待提升之处。

在政府普通工作人员方面， “服务”形象塑造得亦较为成功。普通工作人员是公众与政府机关“打交道”的主要接触群体，公众更看重其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与办事效率。而本次调查显示，公众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服务便利、透明行政）与服务意识（服务态度）等“服务”形象感知较好，对其办事效率却评价欠佳。

总的来说，上述这种良好的形象（本章第三节会详细阐述）表面上看是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各方面的认知较为积极和正面，其背后离不开各类媒体对于政府的宣传报道（本章第四节将分析公众媒体使用行为对其政府形象认知的影响），以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近年来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上做出的调整与优化。



注释


[1]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统计年鉴2016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2]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公布2015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通知［EB／O L］． （2016~06~03） ［2017~03~18］． http： ／／w w w．bjrbj ．gov．cn／xxgk／gsgg／201606／t20160603 ＿58230． html．





第二节　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媒体使用行为

近年来，移动新媒体不断发展，凭借着便携的智能终端、随时随地的网络接入，以及实时交互、关系传播、圈层聚合、连接服务等特征，高度融入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公众的媒体接触渠道、媒体使用方式以及对各类
 媒体渠道的信任程度，均较传统媒体时期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公众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长、依赖程度在持续下降
[1]

 ；另一方面，公众借助新媒体的信息获取与分享行为则日益增多。截至2016年6月，我国有5．79亿公众通过PC端的新闻网站来获取信息，在我国网民总体中的比例高达81．6 % ；有5．18亿公众（在移动网民中占比为78．9 % ）使用移动新闻App获取信息；还有规模庞大的公众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应用与他人分享信息，仅微信朋友圈的用户规模便已经达到5．58亿。
[2]

 这无疑重塑了政府形象构建的传播环境，如何把握新时期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接触情况与信任程度，从而找准信息传播“落点”，成为各政府机构面临的新问题。

考虑到当前公众对PC端、移动端网络新闻应用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应用的依赖情况，本次调查以各类新媒体渠道为重点；同时，兼顾不同体制的媒体在信息生产、加工、呈现方面的差异化特征，我们又按照官方媒体、商业媒体以及大陆地区和境外等属性对信息渠道进一步细分。最终，本次调查将信息渠道分为下述8个类别： （1）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2）政府自建渠道如中国政府网、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等政府门户网站，各类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App； （3）官方新闻网站及其App，如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4）商业门户网站及其App，如新浪、网易、腾讯； （5）熟人社交，包括与亲朋好友在线上社交应用（如微博、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的交往以及线下的日常交流；（6）意见领袖，如微博大V、知名微信公众号等，能在线上或线下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并对他人施加影响； （7）论坛／贴吧，如天涯论坛、百度贴
 吧； （8）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各类媒体（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等）。


一、媒体接触情况


为了了解公众主要通过何种渠道获取政府信息，本次调查设置了下述问题： “如果想了解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相关的信息（如出台的政策、开展的工作、发布的信息等），您是否会借助下述渠道进行信息获取和浏览？频率是怎样的？ ”在分析时，将公众接触频率按照“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的顺序，依次赋予1至5分的分值加以统计，用加权平均值来测算公众对各类媒体渠道的平均接触频率
[3]

 （见图3-2）。


（一）逾六成公众经常使用商业门户网站获取政府信息，传统媒体和熟人社交亦较受人们青睐


调查结果显示，商业门户网站及其App是公众获取政府相关信息使用频率最高的信息渠道，公众对其平均使用频率为3．66，逾六成（62．10 %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 （46．21 % ）甚至是“总是” （15．89 % ）使用该类渠道获取信息。紧随其后的是熟人社交、传统媒体、官方新闻网站等渠道，分别有45．28 % 、43．20 %和38．11 %的受访者用“经常”来形容他们对该类渠道的使用频率。位于第三梯队的是政府自建渠道、论坛／贴吧、意见领袖三类信息渠道，公众对它们的接触频率不及前述渠道。排在最末位的是境外媒体渠道，本次调查中仅有17．45 %的受访者“经常”使用该类渠道，而“很少”和“从不”使用该类渠道的样本占总体比例高达50．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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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公众接触各类信息渠道的频率分布（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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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不同性别人群接触各类信息渠道的平均频率

此种分布态势主要与各类渠道的运营及公众的需求有关：其一，相较于官方新闻网站、政府自建渠道，各类商业门户网站尤为注重运营推广工作，有意识地结合公众需求对其传播内容、呈现方式、推送方式与分发渠道等进行革新（如整合“编辑分发” “算法分发”以及公众“个人订阅”等技术向公众精准推送内容），因而获得了更多公众的青睐。其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公众对传统媒体均给予了较高的信任，并在重要决策和价值判断等方面积极参阅传统媒体的相关信息，因而即使在新媒体迅速普及、传统媒体的用户规模不断下降的情形下，许多人仍习惯于将传统媒体作为信息获取渠道。有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状况，我国公众在时事观点判断以及价值评判上，对电视的倚重度最高，而在进行日常消费决策方面才更多地倚重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4]

 其三，公众对熟人社交渠道的频繁使用，源于其不断增长的社会交往需求，同时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与移动应用的发展，公众对交往渠道的即时接入、便捷回复、实时互动、私密对话等要求持续提升，因而符合公众该类需求的微信、微博等渠道用户规模一直增加，而论坛、贴吧等传统社交渠道的用户黏性则有所下降。其四，境外媒体的使用频率偏低则是囿于我国在互联网信息管理和安全保护方面的相关规定，大陆公众对一些境外媒体尤其是可能包含敏感内容的媒体（如Facebook、T witter）的访问受到限制。


（二）男性的媒体接触频率更高，更倾向使用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


不同性别的人群对各类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略有差异。整体而言，男性更偏好接收政治、军事、历史等领域的信息，而女性所关注的议题仅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
[5]

 ，这导致男性在获取政府信息时对各类信息渠道的平均接触频率较女性群体普遍偏高（见图3-3）。具体至各类媒体渠道的使用上，以“性别”变量作为因子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群体对政
 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商业门户网站三类渠道的接触频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sig＜0．05），男性群体对这些渠道的接触行为更为突出；而对于传统媒体、熟人社交、意见领袖等渠道，不同性别的群体在使用频率上大体一致。


（三）年轻群体多偏好社会交往渠道，中年群体更倚重媒体组织渠道


年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众的媒体接触行为。整体上看，年龄越小的受访者信息获取行为愈发积极，对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愈高。如图34所示，30岁以下（包括19岁及以下和20～29岁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在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意见领袖等五个渠道的接触频率上均处于领先位置，而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对各类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普遍处于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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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不同年龄人群接触各类信息渠道的平均频率

另外，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政府自建渠道与官方新闻网站两个渠道，不同年龄的公众在传统媒体、商业门户网站、熟人社交、意见领袖、
 论坛／贴吧、境外媒体等六类渠道的接触频率上具有显著差异（sig＜0．05）。

其中，有必要强调以下两个发现。

其一，境外媒体的接触情况在各年龄段人群之间分化最为明显，且公众对该类媒体的使用频率大体上呈现出随年龄增长渐次下降的趋势。如相较于19岁及以下的受访者对该类媒体平均3．19的使用频率（介于“有时”与“经常”之间），60岁及以上的群体对该类渠道的接触频率均值仅为2（“很少”）。这可能与境外媒体的使用需要较强的访问技能或外语水平有关，也可能是因为高年龄段人群对境外媒体的信任度和依赖度相对更低。

其二，受公众的媒体使用习惯影响。 “90后”群体注重社交应用、 “70后”人群重视新闻浏览。
[6]

 在获取政府信息时，不同年龄段公众依旧倾向使用其所偏好的媒体。例如，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群体更侧重从微博名人、微信公众号、论坛／贴吧等社交渠道获取信息；而年龄在40～59岁之间的中年群体，其对于商业门户网站、官方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体等媒体组织渠道的接触则相对更频繁。


（四）低学历群体倚赖商业门户网站，高学历群体信息获取途径更多元


不同学历群体的媒体接触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如图35所示，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群体最常使用商业门户网站来获取政府信息，对该渠道的平均接触频率高达3．81；但是他们对其他媒体渠道接触却明显偏少，大部分媒体渠道的平均接触频率都低于3，较其他学历人群均存在较大差距。与之相对，学历较高的群体所借助的信息获取渠道则相对更为多元，对各类渠道的注意力分配也较为均衡，除境外媒体的使用频率较低之外，其他各类渠道的接触频率均在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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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不同学历人群接触各类信息渠道的平均频率


（五）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的群体媒体接触更加多元且频繁，无业群体、低收入群体对各渠道的接触频率波动较大


不同职业群体的媒体接触有如下特征（见表3-2）：第一，与我国公众整体的媒体接触情况一致，用户规模较大、信息发布更为专业且及时的传统媒体和商业门户网站是大多数职业人群频繁使用的信息渠道，亦可被视作政府对不同职业群体的有效传播渠道。第二，各类职业群体的渠道偏好略有差异，体制内人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员）相对更偏重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等官方发布渠道，体制外人群则更倾向于从熟人社交渠道获取政府信息。第三，职位越高的群体所习惯接触的信息渠道愈加多元、接触频率也相对较高，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企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两类群体，他们对各类渠道的接触频率均在3以上，与其他群体相较亦处于领先水平；反观无业／下岗／失业群体，他们的媒体使用行为则波动较大——最经常使用的渠道是商业门户网站，平均接触频率在各类群体中排在第二位；然而针对其他渠道，他们的平均接触频率则
 普遍“垫底”，传统媒体的接触频率更是远低于其他职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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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不同职业人群对各类信息渠道的平均接触频率

由于公众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职业，在将公众的媒体接触特征按“收入”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时，呈现出了与不同职业群体相似的分布特征——收入较高的受访者，其对各类渠道的接触频率普遍较高；而收入较低的受访者（尤其是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人群），其主动接触媒体获取政府信息的频率明显降低，并且对不同信息渠道的接触情况分化亦十分明显（见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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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不同收入群体对各类信息渠道的平均接触频率


二、媒体信任情况


针对公众的媒体信任情况，本次调查邀请受访者回答问题“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相关信息，请您挑选出来您最信任的3个信息渠道，并按信任度由高到低加以排序”，以此来估测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


（一）官方发布渠道最受信任，意见领袖的作用或被高估


在获取政府相关信息时，公众对政府自建渠道和官方新闻网站两个官方发布渠道的信任度最高，近七成受访者将之列为信任的信息来源，且二者被选比例远高于其他各类渠道。其中，政府自建渠道的表现尤为突出，有46．7 %的受访者将政府自建渠道选为“第一信任”的信息渠道，该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类渠道；而针对官方新闻网站，分别有16．7 %和32．4 %的受访者将之列为“第一信任”和“第二信任”的信息渠道。位于其后的是传统媒体和商业门户网站，这两类渠道分别有48．4 %和40．6 %的被选比例。与之相对，公众对熟人社交、论坛／贴吧等其他路径获取的政府信息的信任度普遍偏低，对境外媒体的信任度最低，仅有9．3 %的受访者选择了该
 类渠道，被选比例排在末位（见图3-6）。有研究者认为，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的信任程度，可被视作其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的象征性特征。①循此逻辑，本调查揭示了受访者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持有较高的信任度。

[image: picture]


图3-6　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度排序（单位：% ）

注：条形图示从左至右的对应项与表中所列的自上而下的媒体顺序一致。

此外，我们也有必要重视公众对意见领袖的信任情况。与新媒体环境下意见领袖会对公众的信息和意见走向形成很大影响这一惯常认知不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意见领袖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仅有24．2 %的受访者认为意见领袖是可被信任的信息渠道，将之选为“第一信任”渠道的受访者占比更是少达3．4 % 。这一现象或与意见领袖的发展现状有关，相关论述请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的“舆论主体”部分。

①梅祖蓉．中国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及现状［J］．云南社会科学，2009 （2）：5~9．


 （二）不同性别人群对论坛／贴吧、意见领袖的信任度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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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不同性别群体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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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不同年龄群体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单位：% ）

不同性别人群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大体一致，均对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体给予了更高的信任度，对熟人社交等渠道和境外媒体的信任度整体偏低。差别较为显著的两类渠道是论坛／贴吧、意见领袖——男性群体相对更信任论坛／贴吧渠道，有12．92 %的男性选择了该渠道，而该渠道在女性中的被选率仅为8．17 % ；女性群体相对更信任意见领袖，女性群体中选择意见领袖作为信任渠道的比例（28．02 % ）较男性（19．82 % ）高了近10个百分点（见图3-7）。这一状况或许由不同性别群体的媒体使用差异导致：与不同性别群体对政治信息的偏好差异相关，男性群体往往是时政、社会议题论坛／贴吧的活跃用户群体，在获取政府相关信息时对该类渠道的使用比例、接触时间都要明显高于女性
[7]

 ，因而对该类渠道的信任度也相对偏高；女性群体的媒体使用偏于感性，其情感表达更加丰富、活跃
[8]

 ，但对信息的理性搜索与判断却相对缺乏，因而她们可能会更加信赖其所认可的意见领袖，在关涉政府信息时亦是如此。


（三）年长群体和青少年群体对一些渠道的信任度“极化”


在对“年龄”变量与信息渠道信任情况进行交叉分析时，笔者发现，各年龄群体对官方新闻网站、境外媒体、论坛／贴吧三类渠道的可信度评价大体一致——对官方新闻网站的可信度整体评价较高，对境外媒体和论坛／贴吧的信任度普遍偏低；而对其余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分布有着较大的差异（见图3-8）。

其中，年长群体和青少年群体对媒体渠道的信任度“极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对于政府自建渠道、传统媒体等官方发布渠道以及熟人社交、意见领袖等社交渠道，两类群体的信任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政府自建渠道、传统媒体在年长群体间的信任度显著偏高，逾七成5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受访者将之视作信任的渠道；然而在青少年群体中该渠道的信任度却明显偏低，在19岁及以下群体中的被选率则居于末位。对于熟人社交和意见领袖两类社交渠道，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群体给予了远超出其他年龄层的高度信任，但50～59岁群体对这些渠道的可信度评价却居于最低位。第二，对于商业门户网站，年长群体和青少年群体的信任度亦处于最低水平——该渠道在60岁及以上和19岁及以下受访者中的被选率较其他各个年龄群体而言大幅降低。


（四）低学历群体因信息偏好对各类信息渠道的“好恶”明显


各学历人群对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大致趋同，普遍较为信任政府自建渠道和官方新闻网站，对各类社交渠道及境外媒体的信任度较低。与整体偏差较大的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他们在多个信息渠道的信任度上均出现了“极值”，显示出明显的“好恶”之分（见图3-9）。一方面，针对传统媒体、官方新闻网站和论坛／贴吧，该群体的选择比例位于各学历群体中的最低值，尤其是对于论坛／贴吧这一渠道，本次调查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受访者中无人将之列入可信任的信息渠道的行列；而对于传统媒体，仅有25 %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受访者认为其是可信任的渠道之一，这较选择率最高的大专学历群体（59．17 % ）亦低了近3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门户网站、熟人社交、意见领袖、境外媒体等渠道，该群体的选择比率又基本达到最高值。这或与该群体的信息偏好有关：相较于高学历人群，该群体大多属于社会上的“草根”阶层，一些人以言论、观点等方式寻求情绪宣泄的突破口，因而他们在整体的信息获取上相较于事实更重于观点、
 相较于理性表达更侧重感性交流。
[9]

 这也影响着他们对各类信息渠道的评价——对于能满足他们信息偏好与话语特征的媒体渠道（如以迎合用户需求为运营核心的商业门户网站、由公众凭借兴趣与关系等自身需求搭建的社交渠道）均给予了高度信任与好评；然而对于一些话语表达相对刻板、严肃的官方媒体渠道以及在这些渠道上的宣传报道，则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叛”，给予了较低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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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不同学历群体对各类媒体渠道的信任情况（单位：% ）


（五） “体制内”不同级别人员的媒体信任情况差异明显，中高收入群体对官方媒体信任不足，对熟人社交相对重视


在不同职业的受访者眼中，政府自建渠道及各类媒体组织渠道（官方新闻网站、商业门户网站、传统媒体）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各类社交渠道和境外媒体的信任程度则普遍较低（见表3-4）。此外，还有一些发现值得我们关注：第一， “体制内”不同级别人员的媒体信任情况差异明显。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度波动较大，他
 们最相信政府自建渠道，该职业受访者中所有人（100 % ）都将政府自建渠道选为前三位信任渠道，但却对官方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体两类官方媒体渠道赋予相对较低的信任度，对这两类渠道的信任情况皆低于商业门户网站（62．50 % ）。与此不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最信任的恰恰是传统媒体（69．44 % ），而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仅分列第二、三位，且他们对商业门户网站的信任相对不足，仅有33．33 %的受访者选择了该渠道。第二，制造业／生产型企业与商业／服务业一般职工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相对较高，对该渠道的选择比例在各类职业群体中分列前两位（45．00 %和41．54 % ），较最低值（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12．50 % ）高了大约30个百分点。第三，无业／下岗／失业群体更加信赖网络新闻渠道，无论是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还是商业门户网站，他们的选择比例均很高；然而对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其信任程度则位于各职业的最低点（16．67 % ）。第四，农民群体较重视熟人社交渠道，虽然在获取政府信息时，超过六成农民受访者将官方新闻网站（80．00 % ）和传统媒体（60．00 % ）选为他们最信任的媒体渠道，选择比例高于其他各类渠道，但来自亲朋好友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日常交往信息亦对该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可信度方面的选择比例甚至与政府自建渠道、商业门户网站两类媒体渠道相同（40．00 % ）。第五，退休群体由于受年龄、媒体操作技术和媒体接触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位于各职业群体中的最高水平（70．73 % ），比最低值高了50多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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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不同职业群体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单位：%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在将“收入”因素同时纳入考量时，我们有如下发现（见表3-5）：月收入在10 001～20 000元区段的中间收入群体以及月收入在20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对传统媒体、官方新闻网站两类官方媒体渠道的信任度相对不足，受访者选择该渠道的比例较其他收入群体偏低，而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甚至还低于商业门户网站，这可能由他们更加青睐新媒体的媒体接触习惯所导致；而对于亲朋好友的信息发布，该类群体的信任程度则普遍偏高，这或与其社会关系相关——由于中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他们的社交圈通常也多为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社会资本（如权力、财富、知识）且对社会事务和政府政策关注较高、关联较密切的人群，因而相较其他收入群体，中高收入者社交圈中的信息与政府关联较大，且具备更高的真实度和专业性。同时，高收入群体对论坛／贴吧、境外媒体两个渠道的信
 任情况在各收入群体中也位于最高值，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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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不同收入群体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情况单位：%


三、公众媒体使用行为的关联分析


公众的媒体接触行为与信任程度有无关联呢？笔者对公众的媒体接触频率和信任度两类变量做了相关分析，有如下发现：

第一，对单一信息渠道而言，公众的接触频率与信任程度显著正相关（sig＜0．01），但相关系数偏低，这或者意味着二者呈现出微弱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公众对某个信息渠道给予更高的信任程度时，他们就会愈发倾向使用该渠道获取政府信息，而此种媒体接触行为又会反过来增强他们对该渠道的正面评价。

第二，公众对某个渠道的接触行为与对其他渠道的信任程度亦有一定关联。这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公众对社交渠道（熟人社交、意见领袖、论坛／贴吧）的接触频率与他们对官方发布渠道（传统媒体、政府自建渠道）的信任程度二者相互抑制，即对熟人社交、意见领袖等渠道的信息接
 触越多的公众，越倾向于对传统媒体、政府自建渠道的信息做出“不可信”的负面认知。其二，公众对其他媒体渠道的接触会降低其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分析结果显示，除政府自建渠道之外，其他各类媒体渠道的接触频率均与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联。其三，公众对境外媒体的接触频率对各类媒体渠道的信任程度均具有显著影响——公众对境外媒体的接触频率越高，对政府自建渠道和媒体组织渠道（传统媒体、官方新闻网站、商业门户网站）的信任度越低，对各类社交渠道的可信度评价越高（见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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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与信任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第三，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接触行为彼此相互促进（见表3-7）。数据显示，公众对任一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与其他各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显著正相关（sig＜0．01），且在相关系数上看，媒体渠道（传统媒体、官方新闻网站、商业门户网站）、社交渠道（熟人社交、意见领袖、论坛／贴吧）内部的关联要强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这意味着，公众在接触任一信息渠道时，往往也会主动接触其他信息渠道；公众在使用任一媒体渠道时，将更倾向于接触其他媒体渠道，这种可能性将高于他们接触社交渠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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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接触频率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第四，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彼此多有显著影响（见表3-8）。其中，官方发布渠道（传统媒体、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社交渠道内部间各渠道的信任度相互促进，而官方发布渠道与商业新闻渠道、社交渠道之间的信任度则明显地相互抑制。同时，未经过我国政府筛选与过滤的境外信息也对公众的媒体信任有显著影响——公众对境外媒体的信任度与他们对官方发布渠道和商业门户网站的信任度显著负相关（si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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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公众对各类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注释


[1]
 喻国明．城市居民媒介接触与使用的基本特点与最新变化——基于《中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与使用》两期调研成果的概述［J］．新闻与写作，2016 （9）：48~52．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 L］． （2016~08~03）［2017~03~18］． http： ／／w w 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index． htm．


[3]
 平均接触频率＝5 ×“总是”的被选率＋4 ×“经常”的被选率＋3 ×“有时”的被选率＋2 ×“很少”的被选率＋1 ×“从不”的被选率。例如，针对商业门户网站及其App，受访者选择“总是” “经常”“有时”“很少”“从不”的频率依次是15．89 % 、46．21 % 、28．25 % 、7．68 % 、1．97 % ，相应的，商业门户网站及其App的平均接触频率即为15．89 % × 5＋46．21 % × 4＋28．25 % × 3＋7．68 % × 2＋1．97 % × 1＝3．66。


[4]
 吴文汐，喻国明．城市互联网用户的媒介使用和信息倚赖——对用户的媒介依赖度、信任度及网络新闻浏览模式的分析［J］．当代传播，2015 （3）：33~35．


[5]
 滕晓彦，杨伯溆．互联网是否消除了公民参与的性别差异？ ——对“天涯杂谈”和“猫眼看人”BBS版面讨论的探索［M ］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81~197．


[6]
 李晏．2015年受众媒介接触习惯调查报告［R］ ／／崔保国．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05~215．


[7]
 孙美玲，蔡玉沛，张牧涵．网络论坛接触时间的实证研究——以“天涯杂谈”网民发帖的时间序列分析为例［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 （2）：77~88．


[8]
 北京师范大学网站．［智库］京师中国传媒智库发布第二期中国人的“爱恨情仇”与社会领域报告：情感表达上南北差异、代际差异明显［EB／O L］． （2016~11~14） ［2017~3~18］． http： ／／w w w．bnu．edu．cn／xzdt／82674． html ．


[9]
 喻国明．网民年轻群体心理场域的若干特征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3 （11）：79~81．





第三节　数据刻画：政府形象现状

公众的媒体接触与使用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政府形象的感知与构建。那么，公众究竟如何看待政府形象呢？本节拟从多个视角还原公众眼中的政府形象。

结合政府系统内在构成、政府治理过程以及公众认知事物的心理特征，
 我们可以把公众对政府的评价理解为整体的制度感知与具体的个体认知融合、理性思考与感性判断并存、运行绩效评价与行政过程评价交杂的复杂过程。
[1]

 本次调查将政府形象体系细化为政府绩效、政府工作、政府官员、普通工作人员四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又包含整体的认知情况和具体的评价两类二级指标（见表3-9）。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要求受访者在量表中选出其相应态度，这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同意”“非常同意” （针对政府绩效，则是评价北京市发展情况“显著变差” “略有变差” “与之前一样” “略有改善” “显著改善”）5个等级，在分析时依次赋予1至5分的分值加以统计，并以加权平均值来估测各项指标的平均满意度，从而映射出公众对政府形象相关领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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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政府形象体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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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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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一、政府绩效满意度


政府绩效可被理解为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效能
[2]

 ，其既是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也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相应的，政府绩效也成为公众评价政府的一项主要依据。本次调查结合相关研究以及北京市政府“十二五”规划中设定的重点发展领域、执政目标对北京市政府工作领域加以细分
[3]

 ，并通过询问公众对于北京市过去五年间的发展变化的态度，来反映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


（一）公众对北京市过去五年发展整体满意度较高，公共服务领域满意度最高，房地产市场管理领域满意度亟待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逾七成（74．5 % ）公众认为在北京市政府的领导下，北
 京市在过去五年间整体发展（包括经济、交通、环境、民生等方面）有所改善，其中有18．6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市发展取得了显著改善；仅有12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市发展较五年前有所退步（见图3-10）。这意味着公众对北京市政府的整体发展，以及本届北京市政府的整体绩效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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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公众对北京市整体发展的评价情况

如果按照政府执政领域对政府绩效进行细分，结果显示，公众对不同领域的满意状况略有差异（见图3-11）： （1）公众对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执政绩效最为认可（平均满意度为4．01），得益于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着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改进公共服务方式、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等施政举措，近八成（79．4 % ）受访者认为北京市该领域发展较此前有所改善，仅有4．8 %的受访者认为该领域发展不如以往。 （2）位于第二梯队的是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四个领域，这些领域是北京市“十二五”期间发展的重要领域，其发展获得了超过六成公众的认可，平均满意度相差不大。 （3）紧随其后的是交通状况，受北京市固有的交通拥堵情况影响，虽然北京市将交通治理列为执政重点，并着力加强了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但公众对该领域的发展评价相对稍低，平均满意度为3．34。 （4）排在末尾两名的是减少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调控两个领域。一是受北京市近两年房价不断上涨的影响，认为房地产市场较五年前
 发展恶化的公众（占比41．6 % ）甚至超过认为政府调控有力（逐步转好）的公众（占比35．9 % ），公众对该领域的平均满意度仅为2．85；二是伴随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以及房价的提升，加大了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分化，最终形成“有的更有”而“没有的还是没有”的“马太效应”，这也就加强了他们对社会贫富分化的感知。
[4]

 正如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市公众对政府“减少贫富差距”这项工作绩效的满意度也偏低（3．02）。

[image: picture]


图3-11　公众对北京市各领域发展的评价情况（单位：% ）


（二）郊区公众相对更“幸福”，主城区公众在交通、住房、贫富差距等方面“压力”更大


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公众对北京市发展情况的评价略有差异（sig＜0．1），北京市近年重点发展的郊区地带——城市发展新区（房山区、通州区、顺
 义区、昌平区、大兴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的公众对城市发展整体评价较高，近八成受访者均认为北京市在过去五年间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改善，该比例普遍高于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等主城区公众。

在加入北京市各领域发展这一考量要素时，我们有如下发现：第一，各区域公众对北京市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三个领域的评价大体一致（sig＞0．05），对其他领域的评价则差异显著（sig＜0．05）。第二，得益于北京市对周边各区县的发展与布局，郊区公众更倾向于认为北京市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并且对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发展也较主城区公众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不过郊区公众内部也有一定的分化，比如由于近郊（城市发展新区）地区房价普遍高于远郊地区，居住在近郊的公众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上的评价也相对较低。第三，首都核心功能区（东城区、西城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等主城区的公众在交通治理、房地产市场调控、减小贫富差距三个领域的评价普遍不高，不仅在各个领域满意度中处于低点，较许多郊区公众的评价也略低，这或许能反映出这些区域公众的“生活压力”，相应的，也可视作他们对政府执政的期待之所在（见表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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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不同城区群体对北京市各领域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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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不同性别群体对北京市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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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不同年龄群体对北京市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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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不同学历群体对北京市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三）男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减少贫富差距两个领域更为“敏感”


在将“性别”变量与公众对北京市发展评价进行方差分析时，结果显示性别因素对公众关于减少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调控两个领域的评价有显著影响（sig＜0．05），对交通治理领域的评价略有影响（sig＜0．1）。如图3-12所示，男性群体对上述三个领域发展状况的满意度均明显低于女性群体。这或与不同性别群体的社会分工有关，在我国大多数家庭中，是由男性肩负着“赚钱养家”重任的，因而该群体对与其收入密切相关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构成其支出主要部分的购房问题尤为关注。此外，由于大部分机动车驾驶者是男性，男性对北京市交通拥堵情况的感触相对更深，对相应领域的评价也相对较低。

（四）年长群体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偏低，29岁以下年轻人对各领域发展评价相对较高，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评价最低

年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较年轻群体而言，年长群体对北京市发展的评价普遍偏低，相关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除了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之外，其他各领域的满意度水平均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如图3-13所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对各个领域的评价在各年龄群体中均处于最低点。与之相对，29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各领域发展状况的满意度，基本涵盖了各年龄群体的最高值。此外，本次调查重点关注的群体40～59岁群体，他们对北京市整体发展的评价较高，但对于北京市各领域发展的评价又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尤其是50～59岁群体，他们在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交通状况、房地产市场调控等领域的满意度仅高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在各年龄群体中处于倒数的位置，这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五）低学历群体对政府绩效评价相对较高，高学历人群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最不满意


不同学历群体对北京市各领域的发展评价大体一致，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公众的学历越高越倾向于对政府绩效给予负面评价（相关系数为负）。此外，中间还有几组“极值”值得我们注意（见图3-14）：第一，高中及以下的低学历群体对政府绩效满意度最高，高中／中专／技校、初中及以下学历两类受访者的评价覆盖了各领域的最高值。第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高学历人群，对政府各领域工作的评价整体位于最低点，且波动性较大——他们对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三个领域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是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评价则远低于其他各群体，对该领域的平均满意度仅为2．41，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人群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较高而高房价却使得其生活质量降低。


（六）无业群体对城市发展评价较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对政府绩效评价较高，中高收入群体对政府绩效评价分化明显


不同职业群体对北京市政府绩效评价略有差异（见表3-11）。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体制内”领导干部两类人群普遍认为北京市各领域的改善较大，其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将北京市与他们家乡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北京市整体发展情况、减少贫富差距、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等领域给予了最高评价；而“体制内”领导干部则因为工作的关联性等因素，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发展、城市规划、房地产市场管理）工作绩效的满意度基本位于最高点。然而，无业／下岗／失业群体对北京市发展的评价则较低，除去交通状况、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少数领域外，他们对北京市政府各方面执政绩效的满意度基本位于最低点。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农民群体，在各群体对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总体偏高的情况下，该群体的评价却处于最低值（3．4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市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异——相较于城区，北京农村的基础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image: picture]


表3-11不同职业群体对北京市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在将公众对北京市发展的满意度与收入因素进行交叉分析时，结果显示（见表3-12），除中高收入群体，不同收入群体对北京市各领域发展的评价大体趋于一致。中高收入群体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异：月收入为15 001～30 000元的受访者对北京市各个领域发展的满意度在各收入群体中基本排在前两名的位置，且较其他收入群体高出不少；但是月收入在30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对政府各领域工作绩效的评价却大多排在最末位。这也许与不同收入群体对政府的要求及对生活的期待有关，收入越高的群体其收入情况受宏观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影响越大，因而对政府的要求相对
 越高；同时，收入越高的群体面临的“精神压力”更大，对生活提高的信心也较中高收入群体偏低
[5]

 ，这均使得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在无形之中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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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不同收入群体对北京市各领域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二、政府工作评价


结合政府执政实际来看，公众对政府运行过程的认知、评价也是构成政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前者指政府宏观的、整体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过程，这关涉的是政府工作中是否秉持了透明公开、公平正义、为民服务等宗旨，是政府形象主体行为的主要构成要素；后者指以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官员为代表的个体的、具体的行政行为、言行风貌，核心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服务公众等，这亦成为公众认知政府的“窗口”。
[6]




 本部分重点考察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评价情况，除了呈现受访者的整体认知，还参考相关研究
[7]

 ，具体从决策透明、执政为民、服务便利、信息公开、法治建设、行政监督等方面加以分析。


（一）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工作整体评价较高，行政监督环节略现“短板”


如图3-15所示，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机构总体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超过六成受访者（61 % ）认为他们对北京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的总体印象很好，而评价欠佳的受访者占总体比例仅为1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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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整体评价（单位：% ）

具体至各细分指标，公众对法治建设的评价最高，71．8 %的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的相关表现给予了肯定，公众对该项指标的平均满意度为3．82；对于北京市政府在决策透明（3．51）、执政为民（3．55）、服务便利（3．70）、信息公开（3．73）等方面的工作，接近六成的受访者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与之相对，北京市政府在行政监督上的表现则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平均满意度3．40，仅有50．3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市的行政监督工作较好，而认为该项工作需要改进的公众占比达17．4 % ，较其他各指标而言明
 显偏高。这应引起政府机构的重视，在日后的形象构建中，北京市政府应着重开设更为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让公众可以方便地投诉问题，并要求相关部门在一定时限内对公众提出的问题加以解决或对公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回复。同时，在信息发布环节，北京市政府也应有针对性地设计、输出该领域的信息，以改善公众的认知。


（二）主城区公众对政府工作评价偏低，郊区公众评价整体偏高但差异明显


一方面，居住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等主城区的受访者，对政府工作的整体满意度和各具体事项的评价普遍低于郊区公众，而这些区域的公众对政府工作各项指标的评价又趋于一致，并无明显偏离的“极值”存在，这意味着他们对政府工作并无特别满意或特别不满意之处。主城区公众的这种态度可能与他们所面临的“压力”相关，受住房、交通、收入、教育等多重因素影响，他们往往较郊区公众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对事物的评价也因此带有更多的消极因素。

另一方面，郊区公众整体上对政府工作的评价较高，但不同区域群体间的差异亦十分明显，比如远郊的平谷区受访者在决策透明（4．17）、执政为民（4．00）、服务便利（4．08）、法治建设（4．25）等四项指标的评价均高于其他区域群体，而同住在远郊区县的密云区公众和延庆区公众则对政府的执政为民、信息公开、法治建设、行政监督等领域工作评价较低（见表313）。郊区公众的此种评价态势与他们对政府工作的认知途径相关——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主要基于日常生活中办理事务时（如身份证件办理、行政事项申请等）的接触来判断，由于各区域公众大多与其所在区域的政府机构“打交道”，不同区域政府机构在服务水平、工作能力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其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出现差别。此次调查中，各区域受访者对政府工作评价不太高的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区域政府机构工作亟待改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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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各区域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平均满意度


（三）男性群体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低于女性，尤其在执政为民和信息公开上差异明显


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政府工作评价略有差异，男性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整体较女性略低，而在将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性别”变量做方差分析时，可以发现，男女性群体在执政为民、信息公开两个领域的满意度有显著差异（sig＜0．05） ——男性对北京市政府执政为民的满意度为3．48，较女性群体（3．61）低了0．13，而对于信息公开，男性群体则给予了3．67的满意度评价，较女性群体（3．78）亦有一定差距（见图316）。男女性群体的评价差异或与二者对政府工作的关注度不同有关。由于男性群体对政
 治领域的话题更感兴趣，他们对政府工作相应地予以了更高程度的关注，这使得他们对政府工作的表现更为挑剔。

[image: picture]


图3-16　不同性别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平均满意度


（四）青少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的评价“峰” “谷”鲜明


年龄因素对公众评价政府工作各项指标具有显著影响（sig＜0．05）。整体而言，大部分年龄段的受访者对政府工作的评价趋于一致，但60岁及以上群体与19岁及以下群体的评价数据“峰” “谷”鲜明（见图3-17）。老年群体对政府工作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处于“低谷”，而青少年群体在各个领域的满意度基本都达到“峰值”。具体至各项指标，青少年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服务便利（4．06）和法治建设（4．10）两个方面的工作认同最高，但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3．71）和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似；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他们最欣赏北京市政府的服务便利性（3．38），对其满意度在各项指标中为最高值，但却对政府执政为民、行政监督、法治建设三个指标给予较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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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不同年龄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平均满意度


（五）学历较低群体对法治建设的认可度分化显著


拥有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等较高学历的群体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大体相同，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两个学历较低群体的满意度则分化较为明显。除执政为民之外，初中及以下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各项工作的认可度几乎都处于各学历人群最低水平，而拥有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基本都排在前列；并且两个群体在对“法治建设”环节的评价上分化最为明显，相较于高中学历群体高达4．04的满意度，初中及以下群体的满意度仅为3．44 （见图3-18）。

此外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针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决策透明指标，除初中及以下群体外，其他各学历群体的评价呈现出满意度随学历水平提升而下降的态势，且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满意度亦处于各学历群体中最低点（见图318）。这可能与高学历群体政治参与意愿较高、对知情权更加重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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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不同学历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平均满意度


（六）赋闲群体对政府工作评价相对偏低，农村外出务工群体评价普遍较高；月收入越高者越倾向对政府工作做出积极评价，30 000元是临界点


职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评价。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14），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两类群体，或由于工作上的关联性，或是在与家乡进行对比后，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整体较高，即使是对于公众整体评价不高的行政监督环节（平均满意度为3．40），两类群体也给出了较其他各群体明显更高的评价，平均满意度分别为4．13、4．17。此外，农民群体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也相对较高，并在决策透明、服务便利两项指标的评价上位于最高值；而处于无业／下岗／失业或退休状态、在家中“赋闲”的受访者，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则明显较低，在各领域中均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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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不同职业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平均满意度

不同收入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评价具有显著差异（sig＜0．05），并以30 000元为临界点呈现出两种差异明显的分布特征（见表3-15）：其一，月收入不高于30 000元的群体，对政府工作各领域的评价与样本总体评价分布大体相同——对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表现评价最高，对行政监督环节满意度最低，且随收入水平上涨，对政府工作认可度逐步增高，月收入在20 001～30 000元区段的受访者对各领域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均处于最高水平；其二，月收入超过30 000元的人群，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则普遍“垫底”，大致来看，该类群体对政府在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服务便利方面的表现评价相对积极，但对执政为民指标最不满意，平均满意度仅为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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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不同收入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平均满意度


三、政府官员评价


本部分分析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评价，并按照学界所关注的政府官员执政行为表现，以及中央政府所要求的执政能力
[8]

 两个领域来设计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倾听民意、依法执政、科学判断形势、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等方面，其中，倾听民意和依法执政属于执政行为，后三者列入执政能力范畴。


（一）近六成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印象良好，对总揽全局的满意度最高，对依法执政的评价相对较低


整体而言，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评价较高，对“我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整体印象很好”这一描述，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认同（47．0 % ）或非常认同（11．7 % ），而仅有约一成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见图3-19）。在各具体指标上，受访者对科学判断形势（3．61）、应对复杂局面（3．63）
 和总揽全局（3．64）三项官员执政能力指标的评价明显高出对依法执政（3．26）和倾听民意（3．35）两项执政行为指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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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评价情况（单位：% ）

这样的评价与北京市政府的地位及我国的舆论环境相关：一方面，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和政治中心，其施政理念与施政水平本就在我国地方政府中处于领先地位，加之北京市政府与中央政府距离最近，而我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格局又带有“央强地弱”的差序性特征
[9]

 ，相应的，他们会将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转移至北京市政府，因而对其执政能力的认可度较高。在此次调查中，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具有较强的大局意识与发展观念，所制定的政策能从大局与长远发展着眼”即总揽全局这一执政能力的满意度最高。另一方面，伴随反腐工作的推进，媒体对“打虎拍蝇”报道的增多，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网络媒体上针对官员“不作为” “对群众诉求不关心”等负面言论的频现，公众对官员群体执政行为不佳的刻板认知已然形成，虽然在实际的接触中，大部分公众对官员表示支持和理解，但是他们的态度往往是“具体肯定，抽象否定” ——肯定身边的干部是好的，
 但总体上却认为官员群体是不好的。
[10]

 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官员是“依照法律章程开展工作的，贪腐问题很少”即依法执政的表现最不满意。


（二）郊区公众对政府官员印象更好，近郊公众对官员执政行为评价较高，远郊公众对执政能力更为认可


与政府绩效和政府工作评价相似，在政府官员满意度方面，也是郊区公众的评价略高于主城区公众，在整体评价与各领域评价两方面大体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领先，尤其是门头沟、顺义、密云三个区县的受访者基本包揽了各项评价指标的前两位。此外，近郊与远郊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亦有一定差异，居住在昌平、房山、通州、顺义、大兴等区域的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官员倾听民意和依法执政两个执政行为指标的评价相对较高；而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地公众相对更认可政府官员在科学判断形势、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三个执政能力指标上的表现（见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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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不同区域公众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平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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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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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不同性别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平均满意度


（三）不同性别群体对政府官员在倾听民意、科学判断形势两方面的满意度差异显著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去应对复杂局面这项指标外，性别变量对公众就政府官员各个领域展开评价具有显著影响（sig＜0．05）。整体观之，男性群体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明显低于女性群体，特别是在倾听民意、科学判断形势两个方面，差异尤其明显。女性群体对这两个领域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3．45和3．72，而男性受访者的满意度仅为3．23和3．49 （见图3-20）。这有可能说明女性对于政府官员执政表现的容忍度比男性要高，也侧面反映出政府形象传播策略须因受众的性别而异。


（四）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随年龄递增而递减，老年群体对“倾听民意”行为的感受最差


不同年龄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评价大体呈现出随年龄递增而满意度递减的分布态势，且各年龄群体的评价差异显著（sig＜0．05）。这里有几个特征值得我们关注（见图3-21）：

第一，年龄在20～59岁的群体对政府官员的评价大体一致——给予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全局两项执政能力指标较高的认可度，而对官员的依法执政表现相对最不满意。

第二，青少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的分化明显，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评价基本分别占据了各个领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三，两个“极值”年龄群体对各领域的具体评价亦出现了与其他年龄层不同的态势，波动性较其他群体显著偏大。其中，青少年群体对政府官员应对复杂局面这一执政能力尤为认可，满意度高达4．00，在各个领域评价中排在第一位；同时与其他年龄群体不同，该群体对大多数公众最不满意的依法行政指标满意度较高（3．81），但是却对其他群体较为满意的倾听民意、总揽全局两项指标不甚满意。而老年群体亦是对政府官员依法执政的表现给予了相对较高的评价，但却在倾听民意这一指标上给予了最低的评价（2．59）。虽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着重借助政府网
 站、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等工作，并有意识地创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问政形式和问政机制，然而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老年群体所掌握的媒体使用技术有限，较少能够熟练使用政府的新媒体问政渠道，可他们又是社会经历较为丰富、社会洞察更加深刻的群体，理应成为政府问政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如何克服“数字鸿沟”，更好地面向老年群体建立良好、便利的问政机制，成为政府在施政以及形象塑造环节中所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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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不同年龄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平均满意度


（五）学历因素对政府领导评价无显著影响，低学历群体的评价波动明显


各学历群体的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评价情况基本一致——执政能力认可度普遍高于执政行为，其中，高中／中专／技校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两类人群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整体略高于其他学历群体，但各学历群体的评价差异不大（sig＞0．05）。此外须关注的是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群体，该群体对政府官员各领域的评价波动明显：针对应对复杂局面环
 节，他们给予了显著超出其他各学历群体的受访者、其他各领域的高度认可，满意度高达3．94；不过在倾听民意、科学判断形势、总揽全局等三个方面的满意度，却排在各学历群体的最后一位（见图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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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不同学历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平均满意度


（六）农民群体对倾听民意、总揽全局两项指标满意度较低，暴露城镇化进程中执政“短板”；高收入群体对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全局两项指标反响更强烈


职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在倾听民意、依法行政、应对复杂局面三项指标之外（sig＜0．05），不同职业群体对政府官员的评价并无显著差异。需要强调的是：第一， “体制内”官员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普遍偏高，其在各领域的满意度均位于各职业群体的前列。第二，无业／下岗／失业群体和退休群体对政府官员的评价则普遍偏低，在各领域的满意度排序中基本“垫底”。第三，农民群体对政府官员各项指标的评价分化较大，该群体在依法执政、科学判断形势和应对
 复杂局面三个指标上，对政府官员的表现认可度较高，在各职业群体中居于前两名，然而对政府官员倾听民意、总揽全局两项指标的评价，却排在各职业群体的最末位（见表3-17）。这或许暴露出北京市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亟待改善的两个执政“短板” ——如何更好地倾听农民群体对发展的意见，以及如何统筹兼顾城市与乡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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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不同职业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平均满意度

至于收入因素，其对公众各项指标的评价均具有显著影响（sig＜0．05） ——以30 000元为临界点，在月收入不超过30 000元，大体呈现出公众对政府官员满意度随收入上涨而提升的分布趋势，而月收入在30 000元以上的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却明显偏低（见表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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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不同收入群体对北京市政府官员的平均满意度


四、政府普通工作人员评价


针对北京市政府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本次调查结合“服务型政府”的定位，考察其面向公众时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这包括服务便利、服务态度、办事效率、透明行政等指标。
[11]




（一）近六成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印象良好，各指标评价差异不大


在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机关普通工作人员普遍评价较高，58．1 %的受访者同意或十分同意“我对北京市政府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整体印象很好”的表述，持相反态度的受访者占比仅为14．4 %（见图3-23）。同时，针对各项具体指标，公众的评价并无明显差异，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其中，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在服务便利一项上获得的评价最高，有61．6 %的公众均对之予以了认可，平均满意度达到3．59；满意度略低的
 指标是办事效率（3．43），该项指标获得了54．4 %的受访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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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公众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情况（单位：% ）


（二）主城区公众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有待提升


各区域受访者对北京市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略有差异，整体上看具有两个特征（见表3-19）：第一，与样本整体一致，各区域公众基本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的评价较其他指标略低，其中的例外是石景山、大兴和延庆三个区域。这些区域的受访者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评价较其他区域显著偏高，成为“峰值”。第二，主城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公众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几乎都不及郊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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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9各区域公众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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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三）男性的评价普遍较低，在对办事效率的感知上差异显著


虽然男性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整体评价以及在各具体指标上的评价均不如女性的评价高，但这样的差异大多不太明显，男女性均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在服务便利上的表现感到最满意，对透明行政、服务态度、办事效率三项指标的满意度依次递减。差异比较显著的是二者对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的感知，相较于女性给予的3．50的满意度，男性的平均满意度仅为3．35 （见图3-24）。这或由如下因素所致：其一，相较于女性，男性在日常工作、生活的分工多“主外”，会更多地与政府机关“打交道”和办理事项，因而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感知更为具体；其二，男性在性格上可能比女性更急躁一些，往往追求更高的办事效率，面对同样的情况会比女性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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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不同性别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满意度


（四）青少年群体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服务便利、透明行政的认知需加强，老年群体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满意度明显偏低


年龄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见图3-25）：年龄在20～59岁的公众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并无太大差别——均对服务便利指标认同度最高，对其他指标的满意度大致相同；而年龄在19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与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却出现了较整体而言更为显著的差异。其中，青少年群体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整体偏高，在各年龄群体中均处于最高值，在各领域上，他们最满意的一项为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对该指标的平均满意度高达3．90，对服务便利（3．74）和透明行政（3．77）两项指标的满意度则有待提升；而老年群体对各项指标的评价在各年龄群体中处于最低值，并且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表现给予了差别显著的最低满意度（2．68）。




[image: picture]


图3-25　不同年龄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满意度


（五）低学历人群与高学历人群在服务态度、透明行政、服务便利三方面分化明显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学历因素对公众关于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并无显著影响（sig＞0．05），不同学历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各项指标的评价差别不大，大多呈现出服务便利满意度较高、办事效率满意度较低的分布特征。值得关注的几个结果如下（见图3-26）：其一，大学本科学历受访者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整体偏低，因而也应成为政府在改善相应形象时重点宣传的对象。其二，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群体，出现了与整体不同的评价趋势，并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他们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评价最高，平均满意度高达3．81，对服务便利、办事效率两项指标的评价则处于中间地带，反而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在透明行政这一环节的表现满意度最低，仅为3．31。这也许是出于如下原因：新媒体时代，政府机构愈发注重通过政府网站这一新媒体平台受理行政事项并发布办理进度等相关信息，然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大多为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并不具备良好的PC互联网访问条件，因而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在相应环节的表现感知度较低。其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高学历群体
 可能因为其信息搜索能力更佳、媒体使用更为积极，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在透明行政（3．63）、服务便利（3．72）两项指标上的评价在各学历群体中均处于领先水平，但却由于其对服务质量的高要求，而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给予相对较低的评价（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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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不同学历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满意度


（六） “体制内”领导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较高，高收入人群对其透明行政和服务态度的要求更高


“体制内”领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与农民三类人群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普遍较高，尤其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其在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4．13）、办事效率（3．88）、透明行政（4．25）三项指标上，均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并且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整体评价也领先于其他职业群体，整体满意度高达4．38。与之相对，无业／下岗／失业和退休人群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偏低，其评价数据在各职业受访者中分列倒数第一、第二位；其余各职业人群的平均满意度均处于中间水平，分布大体一致（见表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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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不同职业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满意度

若将收入因素与公众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进行方差分析，可以发现，收入因素对公众关于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各项指标的评价均具有显著影响（sig＜0．05） ——当月收入不超过20 000元时，公众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整体几乎随收入增长而逐渐上升，并大体以服务态度、透明行政两个指标的满意度为“峰值”，以办事效率的评价为“低谷”。而对于月收入超过20 000元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则明显不同：一方面，他们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满意度较高，但是对服务态度、透明行政两个指标的满意度却相对低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收入群体在这两个指标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内部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评价情况也有一定的分歧，其中，月收入在
 20 001～30 000元区间的受访者，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各项指标的评价普遍高于其他收入群体，基本涵盖了各项指标满意度的最高值（透明行政除外）；而月收入在30 000元以上的受访者，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各项指标的评价则普遍不高，甚至在服务便利、服务态度两个环节上，给予了各收入群体中最低的满意度（见表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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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不同收入群体对北京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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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众媒体使用行为对政府形象构建的影响

本节旨在探讨移动互联时代，公众的媒体使用行为对政府形象构建有着怎样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一、公众的政治参与愈发注重媒体的力量


有研究者认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评价，与公众对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
[1]

 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公共
 话题、传播政治和社会事务相关信息的媒体，在提高公众的政治知识、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而公众所接触的不同信息渠道、所获取的差异化媒体内容，对其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的影响程度亦有区别。如有研究显示，人际交往渠道及人际信任会促进公众的政治信任。
[2]

 关于政治新闻、公共事务的内容有利于促进政治参与，而娱乐、体育等内容却有可能抑制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3]

 因此，在考察新时期公众的媒体使用对政府形象（公众对政府各方面的整体信任与评价）的影响时，我们可通过观察此时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变化来评估媒体使用行为对政府形象的间接影响。

本次调查就此设置如下问题： “假如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某项政策决策，会让您的利益受到损害（比如，汽车限牌，房子限购，限制网约车，在您的居住区附近建垃圾焚烧厂等），您认为以下哪些方法最有可能挽回您的损失？ ”继而要求受访者在“借助新媒体渠道与政府机构或官员取得联系” “向政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投诉”等12个政治参与方式中选择出3个，并按照可能性由大至小进行排序。研究后发现：

第一，在各参与方式的选择上，公众尤其重视各类媒体渠道。如图3-27所示， “与新闻媒体取得联系”，是公众认为最为行之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有46．73 %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选项；同时， “与政府外部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取得联系” （38．53 % ）， “借助新媒体渠道与政府机构或官员取得联系” （37．28 % ）， “在微信或微博发表个人观点或转发信息” （33．75 % ）等信息表达或舆论监督方式也获得了许多公众的重视，被选率在各类政治参与方式中排在前列。与之相对，除了“向政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投诉”有
 着较高的被选率（38．53 % ）之外，针对其他如“去信访办” “向法院提起诉讼”等传统的、正式的政治参与方式，公众的参与意愿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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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公众对各政治参与方式的选择情况（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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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公众对各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排序（单位：% ）

第二，在参与意愿排序上，借助舆论的非正式政治参与方式与提起诉讼等正式政治参与方式之间如有一道“分水岭” ——非正式政治参与方式在各个序列上的被选率均显著偏高（均高于10 % ），而除行政投诉外的其他正式政治参与方式在各个序列上的被选率均低于8 % 。但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在公众政治参与愈发重视媒体力量的情况下，公众认为“向政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投诉”这一方式仍是非常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该方式被16．51 %的受访者选为最有可能采取的参与方式，被选比例高于其他各类方式（见图3-28）。

公众的此种政治参与特征无疑与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深入渗透，不仅让公众有了新的信息获取、意见表达渠道，同时也增强了公众与政府、公众彼此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这均使得网络舆情声势浩大，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政府执政的重要力量。相应的，公众在参与政治时，也会第一时间考虑到参与更为便捷、使用成本更低但收效可能更好的各类媒体渠道。但这却同时也促成了公众的另一个趋势——政治信任外部化。信任外部化形容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信任的委托者在收回对原受托人的信任之后，会去寻找其他受托人。
[4]

 而在政治领域，政治信任外部化则是指公众不再信任政府机构、政府官员，而是寻求其他信任客体。一个典型表
 现是，公众在正当权益受损时，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主张其权益，不是诉诸相关政府机构，而是求助于媒体或其他部门，期望得到其帮助。
[5]

 而政治信任外部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抑制公众对政府本身的信任与评价，这应引起政府机构的警惕。


二、媒体使用与政府形象评估的关联分析


为了洞察公众的媒体使用行为与其对政府形象评价的关联，笔者对公众在政府绩效、政府工作、政府官员、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四个方面的整体评价做了因子分析，由此生成了一个新变量“政府整体形象”，以反映当前公众对政府的整体评价状况；同时，对四个方面的各项指标也进行了因子分析，分别生成各个领域的具体形象——“政府绩效形象”“政府工作形象” “政府官员形象” “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形象”。之后，笔者将五个新生成的变量作为因变量，将公众对各类媒体渠道的接触频率作为自变量展开了回归分析。

如表322所示，在政府整体形象方面，公众对传统媒体、政府自建渠道、官方新闻网站、意见领袖等四类渠道的接触频率，对其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大体呈现出接触频率越高、对政府形象评价越好的关联。而公众对商业门户网站、境外媒体的接触会降低他们对政府的认同度，但此种因果关联并不显著。此外，公众在性别、年龄、月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其评价，男性、年龄越长、月收入越低的群体越偏向于对政府作出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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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公众的政府形象评价与媒体接触频率的回归结果

注：
 p
 ＜0．1，
 p
 ＜0．05，
 p
 ＜0．01。

政府绩效形象、政府工作形象、政府官员形象、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形象等四个具体的政府形象，与公众的媒体使用行为、公众的人口统计特征也有着相似的关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熟人社交渠道，从该渠道获取的
 信息会对公众关于政府具体形象的感知形成基本正向的、显著的影响（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形象除外），而对于政府整体形象该渠道却并无过多影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机构在具体的工作环节中、在与公众接触的各个主体方面，均应提升对微博、微信等社交渠道的运用，创造良好的口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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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把握政府信息公开的时度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型治理模式所要求的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互动和参与，都离不开畅通的信息流动机制，这决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制度支撑。为了更好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以达成总目标，政府信息公开既要契合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又须适应移动互联时代的外在环境。本章将首先梳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脉络，继而从治理的内在要求及移动互联时代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内、外两个维度出发，阐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如何更好地把握时度效。





第一节　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历程


政府信息公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1766年瑞典颁布《新闻自由法》，赋予报刊转载公文的自由，这被视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滥觞。随后，美国、英国等国家相继制定了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至2016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05个成员国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进行了立法保障。
[1]




 在我国，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下文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定义为： “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相应的， “政府信息公开”指的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将政府信息或主动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工作。根据这样的界定，个人或组织享有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政府有提供信息的义务。

目前， “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 %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
[2]

 。对相关信息加以公开，不仅是新时期政府转变职能、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充分挖掘、利用政府资源，于内增强部门协同、提升政府运转效率，对外则可提供信息支撑、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其次，政府信息公开有益于改善社会“信息不对称”的现状，缓解因信息沟通障碍引起的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

再次，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奠定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协商的基础。

最后，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能促进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设，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

正是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各国都陆续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作为建设现代政府的重要内容。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绝对不只是简单地把有关信息公之于众，而是需要按照规范的制度程序，基于受众的需求，向其提供高质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一方
 面，我们可通过美国和英国的相关实践加以管窥。
[3]



美国于2009年5月宣布实施“开放政府计划”之后，又在同年12月实施的《开放政府指令》中要求政府机构在“网络发布政府信息，提高政府信息质量，创造并制度化政府公开文化，构建促进政府公开的政策框架”的方针下公开政府数据。同时，美国政府开通了一站式政府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 （见图4-1），面向社团、企业以及普通公众开放国家基本信息（人口统计、犯罪统计等）、环境（有害化学物质排放目录、地质、地形等）、经济（社保基金、消费者支出数据、利率变化等）等政府机构的各项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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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同样是在2009年，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让公共数据公开”计划。次年1月，英国政府数据网站（Data．gov．uk）正式投入使用（见图4-2）。该网站除了提供来自政府公共领域的数据集，也提供公众或者民间机构上传的数据。网站建立后，政府专门下拨了2万英镑的奖金以鼓励公众使用政府公
 共数据。2011年9月，英国发布了第一版国家行动方案，但却因过于集中于数据开放而受到批评。由此，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开放政府不仅仅是开放数据，而应将公众的需求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征求公众意见逐步开放有价值的数据集。随后，英国政府形成了新的行动方案，做出了包括开放数据、财政透明度、向公民授权等在内的21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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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英国政府数据公开平台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从无到有，由点至面，从内部公开到面向全社会，从依赖传统公开渠道到覆盖全媒体平台，从基层探索到高层指引，从发文促进到立法保障，从原则设定到细节设计，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若以我国政府出台的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法律、法规、文件为线索，可大致描绘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历程。

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原则，要求“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一原则的确立为政府信息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次年3月，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廉政建设中尽可能地公开办事制度，并将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黄浦区、山东省烟台市等地作为公开试点，随后河北藁城县等地区相继探索实行了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接受群众监
 督的“两公开一监督”制度。
[4]



随着探索工作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化和信息公开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知晓，政府部门也更加重视政府信息工作，创设了一系列政府信息工作平台和机构，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基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将政务公开作为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工作来抓，其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于1998年、2000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大力推动了基层政权的信息公开工作，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

渐成规模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于新兴的互联网技术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1999年，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牵头联合多个部委（局、办）信息主管部门在北京发起“政府上网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向网络化迈进了一大步。

2001年，我国成立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并发布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明确了“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总体任务与目标，推动了电子政务网络、基础信息库和标准化体系建设的起步。

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在明确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的基础上，对确定公开的重点内容、完善公开渠道、推进法规制度建设、建立评议及追责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完整要求，并要求积极探索和推进政务公开的立法工作，逐步把政务公开纳入法制化轨道。此后，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在乡镇和县级政府日渐规范，在市（地）级
 政府全面推行，在省部级行政机关逐步推开。
[5]



在政府信息公开持续推进的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的问题长期存在。尽管《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等法律都把政府信息的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但这些规定提出的只是一般性要求，对于公开的范围、时间、程序、权限等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到了2007年，我国终于出台了第一部系统的、专门的、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围绕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准确性、一致性、及时性、便捷性四项基本要求，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管理体制、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保密审查制度、监督保障制度五个方面做出了规定
[6]

 ，并明确了行政机构信息公开的职责、信息公开的范围等问题。这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也为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信息公开的法规、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所需的运行框架和法律保障成形后，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如2011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作为《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的深化和延续，对信息公开的重点内容加以强调和拓展。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体系、加强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规定。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日益完善、深化，但由于理念、策略、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公众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政府部门逐渐意识到回应社会关切和加强政策解读的重要性，为此，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
 见》针对加强重点信息领域各级行政机关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和正确引导舆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明确了时间表： “到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总体迈上新台阶，依法积极稳妥实行政务公开负面清单制度，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公众参与度高。”随后发布的“实施细则”，则从着力推进“五公开” （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强化政策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平台建设、扩大公众参与、加强组织领导六方面，对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做出了细致的部署。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文件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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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近年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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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二、移动互联时代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挑战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与之前相比会面临更多、更新的挑战，例如面对得到更多赋权的公众的压力，需要积极回应公众的质疑、批评和驳斥，应对信息“裂变式”传播增强的社会震动，以及愈发凸显的网络安全问题。

第一，除了法律给予的权利，公众也因为移动互联网而得到更多赋权，因此对政府信息公开产生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基于在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发言、学习、互动、示范，人们的
 公民意识（主要包括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得到了强化，为了行使和维护自己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他们会更加积极、频繁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政府公开信息。例如，在2016年7月武汉市城区因暴雨而渍涝严重、交通瘫痪时，武汉在京大学生王昕煜针对3年前武汉水务局做出的“通过3年努力，投资130亿元，系统完善排水系统、整体提高排水能力，实现在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50毫米以内，中心城区城市功能基本不受渍水影响”这一没有兑现的承诺，寄信至武汉水务局，申请相关信息公开。这位读大三的学生表示： “我主要是想申请两个问题：一是2013年以来实际完成投资的排水设施建设费用总数额；二是2013年以来已投资排水设施建设费用的具体开支款项及各部分设施建设的金额数目。我想知道，在武汉的排水设施上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些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7]



另一方面，借助移动互联网创建的社区、圈子、关系网络，人们得以更便捷地聚合、交换信息、进行动员、形成舆论，从而推动事态发展，改变权力结构，实现群体诉求，政府信息公开较以往面临更多的“围观”和压力。这些都要求政府机关必须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意识和信息公开水平，正确认识公众的合法权益和诉求，化被动为主动，以坦诚博信任。

第二，随着公众媒介素养的不断提升，他们会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予以质疑、批评、驳斥，这就意味着信息公开绝不只是自上而下、单向灌输、一次性的信息发布，而应在信息公开之前就充分考虑：信息能否满足公众的需求？信息会不会使人产生疑惑和误解？信息会消解还是增强人们的恐慌、焦虑、敌意、愤怒？因此，政府信息亟须改变之前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发布思维，更多地观照公众，在充分了解其需求、特点和关切的基
 础上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回应。

例如，2015年8月，郑州市物价局一位副局长在水价调整听证会结束后声称“涨价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职能”，由此引发公众强烈的质疑和不满。具体过程如下：8月7日，郑州市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听证会后，公众和媒体对听证会禁止一些省级媒体记者入场以及参加听证会的19名代表均同意水价上涨等提出了质疑，表示了不满——“郑州水价听证会，很多媒体被堵在门口不让进，这是和老百姓商量的节奏吗？ ” “让媒体在场，让整个听证过程更加公开透明，真的有那么难吗？ ” “这哪是听证会啊，明明白白的涨价会。”郑州市物价局副局长朱孝忠在回应时称： “涨价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职能。”这一回应非但没有消除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关注。截至8月11日10时，百度搜索“涨价是政府职能”相关新闻2 350篇，新浪微博相关微博5 561条，微话题＃涨价是政府职能＃吸引了13．5万人阅读。有媒体评论称，此次郑州水价调整听证会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之一，拒绝媒体参与已经造成负面危机，官方在回应解释中“涨价是政府职能”的失误之语更引起了公众的误解，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8]



第三，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强化了信息“裂变式”传播的特性，一条信息、一个观点在微博、微信等移动平台经过密集的转发、分享，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全国性的话题。此外，移动互联网又将分散各处的各阶层、群体中的成员聚合为一个信息感知社区，从而使得信息传播产生的社会同步震动效应相应增强。这些虽然可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效率和效果，但客观上也便利了谣言、不实信息、片面意见的传播，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对此，政府除了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和行政监管力度，亦应密切关注舆情动向，积极参与意见竞争，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用速
 度争得舆论引导的主导权。

2015年9月9日下午两点，新浪微博某认证用户发布了一条微博： “在温州市永嘉县桥下镇海梅岙村，两列动车开到同一轨道，刚刚相撞”，并配发了梅岙村起火冒烟照片，称是动车相撞事故现场。这一消息经微博和微信的传播后，引起了社会恐慌，有不少网民不断向温州相关部门求证，并有网民向温州市网信办进行了举报。温州市网信办紧急联系铁路部门确认情况。铁路部门确认当天温州境内所有的车次全部正常，并未发生动车相撞事件，且永嘉县桥下镇海梅岙村区域内并无铁路经过，网传信息不实。消防部门也确认“网传动车相撞事故图片是当天梅岙村鸡笼屿鞋厂起火图片，当地未发生动车相撞事故”。温州举报平台迅速辟谣。随后，多名不实信息发布者删除相关微博并公开致歉。
[9]



第四，政府信息公开须面对愈发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2015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通报的涉及政府机构和重要信息系统部门的漏洞型事件近2．4万起，是2014年的2．6倍，且修复进度不及时，抽查的政府部门网站系统漏洞隔月修复率仅为52．7 % ，系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10]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持续开展，日益迈向开放与共享，信息的安全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实质性的解决。

以政府网站为例，其面临的信息安全威胁主要如下： （1）分布式拒绝服务（D DoS）攻击，使政府网站瘫痪。拒绝服务攻击的危害不仅在于阻止政府网站提供服务和信息，更在于黑客们常将其作为一种障眼法，来分散
 网站安全维护人员的注意力，从而使他们能够渗透网络，窃取网站信息。例如，2016年1月28日，来自M M C A组织的黑客对阿塞拜疆政府门户网站发动了D DoS攻击，导致了电子政务网站、税务系统网站以及国家机构网络资源网的关闭，并趁此窃取且泄露了大量公民的私密信息。 （2）篡改政府网站造成不良影响。2014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显示，2013年被篡改的政府网站数达2 430个，占监测范围内政府网站的4 % 。攻击者对政府网站的内容进行篡改，发布不良信息，或者插入木马和病毒程序，这不仅会使政府形象受损，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例如，2013年安徽砀山县效能督查局网站被放赌博广告，辽宁铁岭政协官网点击后跳转色情网站，江西省卫生厅考试中心网站数据库被攻破，资料遭篡改。 （3）黑客入侵窃取私密信息、涉密资料等。随着政务信息共享和政府数据开放的推进，政府网站的信息承载量越来越大，一些仅针对特定权限用户开放的资料（如涉及公民隐私、国家机密的信息）的安全问题也更加突出。例如，个人或犯罪团伙通过入侵相关政府部门的网站，窃取新生儿家庭资料、社保用户资料等，并泄露信息，侵犯公民隐私，助长了电信欺诈等社会问题的滋生。（4）网页挂木马危害访问用户。网页挂木马是指黑客利用网站漏洞将木马植入政府网站，访问政府网站的用户即使不点击任何内容也会中毒。政府网站被挂木马，不仅网站的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也会直接威胁到每一个访问政府网站用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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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把握时度效优化政府信息公开

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作为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信息公开须更好地在把握时度效的基础上加以持续优化。


 一、政府信息公开时度效的阐释


“时”可以理解为时机，即具有时间性的客观条件或机会。 “时”主要强调时间方面的“不拖延”和形势方面的“合时宜”。具体而言，政府信息公开首先要与受众的需求、关切和期待相契，如遇到突发事件时快速回应以满足人们了解真相、希望获取行动信息的需求；其次要与受众的信息获取规律、特征相契，如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信息时选择受众主动获取信息最为积极的时段；再次要与社会的宏观语境（如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主题）相契，如发布政府绩效信息时应更多地迎合公众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期待，而非只是片面地展示政府的经济数据。

“度”可以理解为尺度，用以描述政府信息公开的适合标准或限度。在实践中，既要坚守底线“不逾矩”，也应持续创新“有分寸”。前者指的是，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中，发布可公开的、必要的、真实准确的、可信有效的信息。例如在负面清单制度的约束下，不以“涉及国家机密”等为借口拒绝人们公开的请求，也避免发布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又如在公开信息时不瞒报、不说谎、不做假，不恶意向公众发布未经提炼、解读的“原始数据”。后者指的是适应信息传播、政务公开、国家治理的发展潮流，在坚守法律、伦理、组织规章等底线的基础上（即有分寸），遵循规律，对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渠道、策略等加以创新。比如要注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传播，兼顾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在自己发声的同时引导第三方同盟表态或解读，在宣传业绩信息时也要剖析存在的不足，将专业信息转换成人们容易理解的公共信息，等等。

“效”可以理解为效果，即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效。效果可分传播和执政两个层面：在传播层面，信息公开要让目标受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会参与，因此每一项信息公开活动都应该设定具体的目标（如覆盖面、注意度、记忆度、理解度等），例如使某化工项目的环境评价信息在特定时期
 内被周边10个小区至少80 %的居民知晓，并使其理解其中的3项关键信息；在施政层面，信息公开则要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促进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打造。上述两个层面共同起作用，使政府赢得人民群众更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二、优化信息公开的几个要点


由于公开理念不到位、制度规范不完善、工作力度不够强等原因，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发挥的实际作用仍然有限。基于前文对时度效的理解，笔者认为：若想优化信息公开工作，政府需要尽快转换信息公开的理念，明确信息公开的目标，细致洞察受众的特征、需求和关切，并在充分了解受众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策略地选择时机、制作内容、整合渠道，并提前进行预测试和动态的效果监测。


（一）转变理念


信息公开对于政府转型及国家治理的价值已无须赘言，之所以不少政府机关的信息公开仍然存在“为了公开而公开” “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的问题，除了对信息公开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主要还因为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维造成的唯上不唯下、替民做主的施政作风对公众权益的忽视、对社会关切的漠然和对公众参与的排斥。为了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民主政治的大势，政府之于信息公开的看法和观念亦须做出转变。

官本位理念以领导、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唯上是从，以升官保职为重；受其影响，政府的信息公开常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甚至是一种负担，不仅难以照章办事，反而还易演变成走过场式的“形式公开”、避重就轻的“缩水公开”、自我表扬的“成绩公开”和敷衍了事的“恶意公开”。

民本位理念以公众的利益为重心，秉持这一理念，政府会倾听民意、了解民需、洞察民情、顺应民愿，其公开的信息对公众而言是清晰而有价值的，可以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


 将官本位理念转换为民本位理念，政府的信息公开就应该做到如下方面：

（1）全面公开，遵循“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在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方面均加大公开力度，保证“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1]

 。

（2）主动公开，主动调研受众，主动监测舆情，主动设计策略，主动进行内容、形式和渠道的创新，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主动获取公众的反馈并及时据此优化信息公开工作。

（3）平衡公开，如前文所述，注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传播，兼顾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在自己发声的同时引导第三方同盟表态或解读，在宣传业绩信息时也要剖析存在的不足，将专业信息转换成人们容易理解的公共信息。

（4）互联公开，针对行政条块分割、信息资源系统建设不平衡等造成的“信息孤岛” “公开壁垒”等问题，尽快“打破一个个互不相连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
[2]

 ，使政府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提升其运用价值。

（5）制度公开，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的负面清单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审核发布制度、舆情回应制度、官员问责制度等工作制度，继续优化信息公开的实施细则，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保障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例如，2016年11月2日，海南省儋州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因存在“首页长期未更新”的突出问题，被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报为不合格政府网站。2017年2月，儋州市纪委通报了五起“不干事、不担事”的典型案
 件，其中就包括“商务局局长、党组书记董海峰因工作失职导致该局网站长期不更新被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报问题”，并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对董海峰处以行政记过及党内警告处分。这成为我国首个因未履行信息公开责任而被问责的案例。
[3]




（二）分析受众


民本位的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政府机关在制作和发布信息之前，务必对目标受众进行科学的调研、细致的分析，继而结合分析结果明确信息公开的目标，制订信息公开的方案，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让信息公开真正取得实效。

具体来说，受众分析首先需要对信息公开的目标受众进行细分；其次收集信息，按照受众“对某公开事项的背景知识”“阅读水平”等信息获取、理解和沟通能力方面的指标，以及“年龄” “性别”等人口统计方面的指标和“关切和感受”等心理因素方面的指标（详见表4-2），详细了解受众的关键特征；继而将分析结果与信息公开关联起来。

[image: picture]


表4-2分析受众的各项指标及结果对信息公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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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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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注：改编自雷吉娜·E．朗格林和安德莉亚· H．麦克马金的相关研究。

资料来源：朗格林，麦克马金．风险沟通：环境、安全和健康风险沟通指南［M ］．黄河，蒲信竹，刘琳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99~101．


（三）及时回应，快速反应


对于时机，政府部门须认识到“越快越主动，越慢越被动”这一事实。迅速意味着以人为本——关切对方的关切，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突发事件中）尽可能地降低人们生命和财产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意味着把控大局——通过权威发声参与意见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不稳定因素。

在常规信息公开中，政府部门要通过运用舆情监测工具等方式实时捕捉社会的热点关切并快速加以回应；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则要利用一切可能到达公众的传播方式，告知其原因、影响范围、相关损失、应对措施、领导态度、行动路径、追责及赔偿方案等关键信息，既要说真话、说对话以让政府成为首要信息源，避免媒体和公众“靠谣言过日子”，又要积极表态，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获得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突发事件方面，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1月发布的《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做出如下强调： “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主动发声。”

2017年1月4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国务院
 各部门负责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于各类市场主体提出的有代表性意见，对于群众的重大利益关切，各级政府要敢于担当，主动回应！ ”

针对频频困扰国人且引发热议的雾霾问题，2017年1月6日，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的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提出将从六个方面来强化冬季污染治理：一是要加大燃煤锅炉取缔力度；二是加快推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的散煤治理；三是加大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力度；四是提高行业排放标准；五是强化“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六是机动车相关事项，加快淘汰老旧车，加大对重污染车的监管。1月7日，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的蔡奇在与媒体和市民代表座谈时表示，2016年针对治霾难点，北京市打响了治理农村散煤、高排放机动车、城乡接合部“三大战役”，整体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治理的效果与中央的要求和市民的期盼还有差距。对此，政府要久久为功，锲而不舍，把大气污染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强化执法，回应市民关切，不断改进工作，把效果、措施和难点告诉公众，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治理。
[4]




（四）加强解读，提升价值


基于民本位的理念，政府的信息公开不应该是“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也不应该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以前怎么说现在还怎么说”。若想使信息对公众而言有用、有价值，除了洞察他们的需求，最好还要让信息与他们的生活图景（衣、食、住、行、用）、政治关切（如法治、民主）、生命主张（如自由、爱与被爱）等关联起来，并积极创新语言表达方式，用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些都体现着信息公开的“解读”能力。《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也特别提到要强化政策解读： “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要敢于担当，通过发
 表讲话、撰写文章、接受访谈、参加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带头解读政策，传递权威信息。” “解读政策时，着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执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等，使政策内涵透明，避免误解误读。”

政府提升解读能力的路径主要如下：

（1）借用专家的视角。通过智库、专家库的建设，为政府聚集一批专业强、懂政策、有深度、会表达的解读专家，既可以借用他们的多元视角和多样观点，也可以借用他们的自媒体和关系网加以表达。

（2）运用目标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例如不少政务微博会巧妙套用“元芳体” “甄嬛体” “友谊小船体” “一言不合体”等流行语传达自身的政务信息。

（3）使用故事体文风。生动的故事不仅能使政府的信息更接地气，还利于提升信息的关注度和分享力，从而在打动人心的同时让相关信息得到广泛传播。例如中国政府网微信平台推出的H5动画《2016明宝家的大小事》 （见图4-3），将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城乡医保并轨、创业支持政策的解读贯穿于明宝上小学、爸爸开公司、爷爷看病、姑姑大学毕业找工作等几件小家庭的日常事务，使政策解读更接地气，更易被理解。

（4）引用鲜活的案例。与简单的陈述和一味的说教相比，真实的案例在有效提升信息可信度的同时利于增强受众的临场感，使他们在情景带入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相关信息。例如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的微信平台“黄埔检察”改变传统的官方说教模式，或结合热点新闻事件，或引用真实案例，用生活化的语言向公众普及司法知识。

（5）善用让人一目了然、 “一见倾心”的视觉呈现方式，在信息选择上不求多而求精，不求繁而求简，不求全而求准。例如北京市政府运用信息图对《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信息化发展规划》所做的解读（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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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中国政府网微信政策解读： 《2016明宝家的大小事》


（五）建设平台，联动发布


政务信息能否被目标受众看得见、听得着，关键在于是否有效运用各种传播渠道或手段。相关文件已对此做出强调，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则结合移动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提出一系列“加强平台建设”的建议：

（1）强化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推进网站集约化建设，将没有人力、财力保障的基层网站迁移到上级政府网站技术平台统一运营或向安全可控的云服务平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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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北京市政府运用信息图解读《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信息化发展规划》

（2）加强网站之间协同联动。打通各地区各部门政府网站，加强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提升网站的集群效应，形成一体化的政务服务网络。要加强政府网站与主要新闻媒体、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的联动，通过合办专栏专版等方式，提升网站的集群和扩散效应，形成传播合力，提升传播效果。

（3）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平台。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在立足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客户端等政务公开自有平台的基础上，加强与宣传、网信等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

（4）发挥好政府公报的标准文本作用。政府公报要及时准确刊登本级政府及其部门发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做到应登尽登，为公众查阅、司
 法审判等提供有效的标准文本。各级政府要推进历史公报数字化工作，争取到“十三五”期末，建立覆盖创刊以来本级政府公报刊登内容的数据库，在本级政府网站等提供在线服务，方便公众查阅。

总的来说，渠道的运作需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联动，即政府自建渠道（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与其他渠道的联动，以及政府自建渠道的联动；二是集约，减少和杜绝重复建设，关注投入和效果，重点考量渠道依托各自优势产生协同效应的“质”，而非彼此组合的“量”；三是服务，也就是说绝不能让平台建设和渠道联动变成形象工程或表面文章，而应真正确保各类渠道能让公众方便、快捷、清晰地获取和了解政府信息，从而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中国政府网在“两会”报道中网站与“两微一端”的联动策略。

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政府网一方面通过滚动播报、现场直播、即时采访等报道形式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传递政府声音，反映百姓呼声。如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背景资料相融合的方式，对人大、政协开闭幕式，人大、政协各场次全体会议，各场新闻发布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记者招待会等重要活动进行了全景式报道，并围绕“两会”、重要政策、重点工作和社会热点，策划组织了11场高端访谈，及时对重要政策、社会热点进行阐释解读，回应公众关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网的“两会”报道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的作用，用网民“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的方式回应关切、释疑解惑，拓宽了政府和百姓沟通交流的渠道。例如，在听取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之前，中国政府网在“两微一端”上以H5的形式推出数据动画——《2015年政府工作如何，国务院交成绩单》，以生动而简洁的形式向公众展现了2015年度政府在铁路投资、新建改建农村公路、城镇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做出了哪些举措，取得了什么成果。此外，中国政府网还与其他新闻媒体进行合作，例如中国政府网入驻“今
 日头条”政务头条号，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权威信息推送给客户端用户，还与360新闻合作，在其国内新闻页面上开设“政府声音”板块。


（六）预先测试，监测评估


哪怕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渠道、时机等都以细致的受众分析为基础，在正式发布之前仍有必要进行预测试。政府可通过对目标受众的抽样访谈、小组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判断信息公开方案的可能效果，例如有没有造成受众的疑惑与误解？会不会引发受众的反感和敌意？是不是真的与受众的特征、需求及关切相契合？不同类型、不同情境下公开的信息，其评测标准会有所差异，譬如台风、洪水、传染病等预警信息，通常须符合以下标准：具体、一致、明确、易懂、准确、充分（包含足够细节）、反复强调。
[5]



除了事前预测试，如果条件具备还应进行事中和事后评估，也就是说在信息发布期间和某项、某一时期的信息公开工作完成后，对信息公开加以监测和评价。事中评估重在对信息公开计划或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以确保信息公开的每一步都产生最佳效果，如果发现问题则要及时做出调整。事后评估旨在评价信息公开目标的完成程度，这样的评估利于政府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公开能力。

如今，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已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受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委托，对国务院部门及31家省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年度评估。这种有益的尝试多多益善，期待早日形成涵盖事前、事中与事后评估的、科学的、常态化的信息公开评估体系。



注释


[1]
 习近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讲话［EB／O L］． （2016~01~11） ［2017~02~26］． http： ／／news．sina．com．cn／c／2016~01~11／doc~ifxnkkux1124384．shtml ．


[2]
 郭金超．如何挖掘大数据“钻石矿”？李克强绘四大路径［N／O L］． （2016~05~25） ［2017~02~26］． http： ／／w w w．chinanews．com／gn／2016／05~25／7883374．shtml ．


[3]
 澎湃新闻．海南一局长因官网长期未更新受处分成全国首例［EB／O L］．（2017~02~12）［2017~02~26］． http： ／／news．sohu．com／20170212／n480490263．shtml？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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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网．总理发话后，“部长们”第一时间回应公众关切［EB／O L］．（2017~01~12）［2017~02~26］． http： ／／w w w．gov．cn／xinwen／2017~01／12／content＿5159191． htm．


[5]
 MILE TI D S，PEE K 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ubl ic Response to W arnings of a Nuclear Plant Accident ［J］． Journal of Hazardous M aterials，2000，75：181~194．





第三节　优化政府网站以促进信息公开

尽管“两微一端”的搭建和运作如火如荼，但作为政府最早建设的数字化信息发布渠道，政府网站仍被视为全面的信息公开平台、权威的政策发布解读和舆论引导平台、及时的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平台。
[1]

 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以与其他新媒体平台一同促进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我们需对政府网站的定位和建设方向做出与时俱进的设计。


一、政府网站的核心功能


作为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网站无论是在互联网时代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是政府履职的重要平台，其核心功能包括信息公开、政务服务和政民互动。


（一）信息公开


政府网站是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主要平台，该平台可根据各部门的职责，编制信息公开目录，通过栏目或专题等形式，向公众提供机构职能、工作动态、政府公文等信息。

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功能强调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实用性。全面性即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主动或依申请公开涉及政府信息公开范畴的信息。准确性即政府网站发布的信息要有权威的信息来源。实用性即信息公开要从公众的信息需求出发，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提供公众真正需要的信息，而非为了公开而公开。


（二）政务服务


随着近年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领域逐渐显现出力量， “互联网＋政务
 服务”成为一种高效的电子政务模式。这一模式是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向纵深的关键环节，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2]



政府网站作为政务服务的重要依托平台，利于开展网上办事，提供与企业注册登记、年度报告、变更注销、项目投资、生产经营、商标专利、资质认定、税费办理、安全生产，与居民教育医疗、户籍户政、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相关的服务事项的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
[3]



政府网站的政务服务功能强调服务的便捷与高效。政府可以通过规范网上服务事项、优化网上服务流程、创新网上服务模式、全面公开服务信息等提高服务质量，切实解决公众反映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三）政民互动


政府网站上的政民互动是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桥梁及保障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手段。政府网站可通过在线咨询、网上投诉、在线访谈、意见征集、网上调查等方式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政府网站的互动交流功能的充分实现，除了要认真倾听公众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也要及时研判，做出回应。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见》对回应时间有明确要求： “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意见，情况复杂的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无法办理的应予以解释说明。”


 二、我国政府网站的发展历程


1998年，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网站——青岛政务信息公众网开通。1999年，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牵头，联合40多家部委（局、办）信息主管部门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拉开了我国政府网站规模化发展的序幕。进入21世纪后， 《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建设2001—2005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发布对建设和整合电子政务网络提出了要求，推动了政府网站的基础建设，形成了网站层级体系。

自“十一五”开始，政府网站的建设重心逐渐从技术开发转向内容建设。国家相继发布了《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健全政府网站体系、加强政府信息发布和在线办事能力、改进网站展示形式、推进互动交流等方面加以要求和指导。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见》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发布又推动着政府网站建设“从有信息、有服务、有渠道的建设阶段向有维护、有内容、有服务、有互动的发展阶段迈进”
[4]

 。网站的整合、创新、服务、便捷及应用效果成为评估政府网站绩效的重要指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

 其一，保障网站健康度成为提升网站服务性能的基础。2015年下发的《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
 知》要求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普查，消除“休眠”和“僵尸”网站。其二，进一步强化对网上信息公开能力的要求。2015年的评估指标体系结合部门和地方特色，提出了重点信息或政务专题的评估要求，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针对性需求。其三，强化网站政民互动功能，聚焦互动交流和回应关切。如今，评估标准从对网站互动和回应栏目的基础建设及维护转向更深层次的互动质量的评估。如2015年的评估指标体系细化了对政务咨询和调查征集两类渠道的评估要求，从解答及时程度、态度友好程度、问题解决程度等方面，对网站是否从受众需求角度出发做好互动回应工作进行了评估。其四，注重政府网站影响力。2015年的评估指标体系对政府网站的多元渠道建设以及站内外搜索等方面提出了评估要求。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2015年底，各地区、各部门开设的政府网站已达84 094个
[6]

 ，无论是建设规模、功能设置还是实际成效，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


三、我国政府网站的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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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贵州政府网站云平台“中国贵州”主页界面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手机网民的数量于近年不断攀升，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为了适应公众移动获取、便捷查询、个性定制、双向对话、浸入场景等移动互联时代沟通交流的新特点、新需求，信息资源丰富、功能多元且公信力较强的政府网站亦需顺应大势、不断创新，可从联通、智能、友好、联动四个方面入手进行创新和优化。


（一）从隔绝到联通：消除“信息孤岛”，推进信息开放共享


“信息孤岛”指信息资源体系中各系统相互封闭、各自独立，犹如一个个分散、独立的岛屿，缺乏联通，信息随之体现为一种散落各处的“碎片”。政府网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但由于长期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意识弱、标准不统一等原因，各部门网站多处于隔绝状态，无法互享信息，信息价值有限。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的快速发展，政府网站加强信息的联通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共享应用机制，成为当下提升政府信息使用率和服务有效性的重要途径。2015年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对大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台整合、消除信息孤岛进行了部署。2016年发布的《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则对打通各地区各部门政府网站，加强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提升网站的集群效应，形成一体化的政务服务网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在具体实践上，贵州政府网站云平台的经验值得借鉴。
[7]



贵州省自2015年开始推进全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工作，以贵州政府网站云平台（见图4-5）作为具体实践对象，通过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开放接口平台对各级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逐步实现贵州省电子政务资源的整体利用与共享。

云平台主要由政府网站群、统一数据平台、政务应用商城三个子系统构成。

平台的开放共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统一标准和集中存放，将全省政府网站的相关数据信息集合于平台，使政府部门能够数据互通、共享、开放利用。

第二，通过搭建开放式的商城平台，构建面向公众的“众创空间”。依照法律规定开放各类政府数据，为开发者和创客提供了智能化的开发创新和应用平台。

第三，建立云工程数据资源共享会商机制，公众可按需调用政务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大厅、旅游云、交通云和电商云等“7＋N”云工程信息，实现各部门数据资源聚合并集中呈现，初步形成贵州政府门户政务、商务、事务“一网式”查询办理构架。

此外，平台还具备地方化、个性化等特征，例如，采用国内外互联网主流媒体网站的设计理念，创造性地把贵州人文风光和特色地标与网站设计深度融合。又如首页设置了智能搜索和功能性按键，用户可以一键查阅个人关注的新闻、政策、办事流程等，实现定制化、精准化、个性化信息服务。


（二）从传统到智能：整合资源，实现智能互动


在建设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导向下，以透彻感知、快速反应、主动服务、科学决策等为特征的“智慧政务”成为现阶段电子政务发展的新方向。人工智能技术是推动智慧政务发展的重要工具，能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同时提高行政效率。政府网站可以基于对信息服务资源的整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互动平台，实现自动回应，以满足用户的实时互动需求。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上海“白玉兰助手”智能服务平台。
[8]



为了进一步优化整合“中国上海”门户网站的信息和服务，实现政府“自助式浏览”的服务模式， “中国上海”门户网站于2015年7月进行了全新改版，推出了“白玉兰助手”智能服务平台。

智能服务平台由智能前端交互系统、智能数据采集系统、智能引擎处理系统、智能数据处理系统、运营管理分析系统五部分组成（见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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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中国上海”门户网站智能服务平台构成

该平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庞大且有序的政务资源库。智能服务平台的内容整合了市政府门户网站、区县网站、市级部门网站和管委会网站。通过对政府网站群信息和服务的梳理，实现数据语义自动化、智能化处理，形成自动采集、自动更新、自动加工，将民生关注度较高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建成政务资源库（见表4-4）。

其二，优化的门户网站主题服务，更强的数据关联性。主题服务平台将门户网站数据以数据标签的形式进行智能关联，在公众使用相关主题服务时自动对网站内容加以智能化呈现，同时还会自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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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中国上海”门户网站智能服务平台政务资源库层级

其三，智能化和人性化的服务。通过自动语义智能化处理，允许采用自然语言进行信息的交互，提供智能问答、智能搜索、智能引导、智能标签、关联推荐等多种功能。智能服务平台会将用户需求的内容根据需要以文本、图片、表单、声音和视频等富媒体方式展现。


（三）从易用到友好：以受众为中心，提升体验感


用户体验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渐渐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指人们对于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或服务的认知印象和回应。政府网站在易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至“友好”，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实现过程中，可重点考虑如何使网络使用能力较弱的受众便于操作，如何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对政府网站的特殊需求等问题。

这方面的案例可参考“首都之窗——政务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智联政府”，见图4-6）。2016年2月，该平台正式发布，它通过人机语音、信息影像化等智能化应用，打造政务信息无障碍交流的环境。该平台的无障碍服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政务搜索中提供智能化无障碍服务。第二，建设网站无障碍系统。系统连通体系内各网站，并对所有网站按照无障碍规范进行改造，形成以门户网站为核心、部门网站为支撑的互联互通的系统。通过提供键盘操作、在线读屏、视力补偿、人机语音互动等服务，满足盲人、老年人、低文化人群获取信息和服务的需求。第三，提供大字幕影
 音服务（见图4-7）。在简洁的操作界面中，运用大字幕和影音化的方式呈现信息和服务，提供特大鼠标、全程键盘和语音命令等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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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智联政府”网站无障碍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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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智联政府”大字幕影音服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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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美国白宫网站PC（左）及手机端（右）浏览界面

此外， “随时随地”是移动互联时代信息传播的突出特征。因此，政府网站的建设也需考虑受众访问政府网站的场景，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网站设计，增强受众使用的舒适度。


（四）从独白到联动：提升适配性，加强媒体融合传播


在移动互联时代，政府网站的建设要更多地考虑到公众信息获取的新特点。一方面，提高其对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端的适配性能，如采用H5响应式网站布局，使政府网站的信息与服务适用于多样化的终端设备，为信息的多渠道传播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其与“两微一端”等移动新媒体的联动，在政府网站中提供面向移动新媒体的信息分享服务
[9]

 ，或将政府网站作为信息的“大本营”，把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作为广泛传播与精准传播的信息分发渠道，以拓展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例如，重要的政府信息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可以在政府网站进行首发的同时，利用政务微博现场发布、即时发布，发挥微博“快媒体”优势，以抢占“第一时间”；政务微信则发挥其针对性强、目标推送精准的优势，提高政策发布说明、危机预警和辟谣的公信力。
[10]



目前，很多国家的政府网站都与时俱进地针对多元媒体的联动发布做出优化。例如，2015年4月美国白宫网站（whitehouse．gov）进行了改版（见图48），改版后的网站制作采用了H5响应式布局技术。响应式布局即
 一个网站能够兼容多个终端，而不是为每个终端设计一个特定的版本，其优点在于面对不同分辨率设备灵活性强，能够快捷解决多设备显示适应问题，为不同终端的用户提供更舒适的界面和更友好的用户体验。白宫网站改版后，网站可以根据不同设备的屏幕尺寸和分辨率自动调整布局方式，从而使用户获得最佳的浏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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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讲故事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并将之作为把握传播话语权，塑造政府和国家形象，引导国内、国际舆论的重要手段。对各级政府而言，讲好民主施政、依法行政、勤廉从政的“中国故事”既是一个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政府形象构建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当前移动互联网深入发展及政府、公众深度互动条件下如何做好舆论正向引导的技术性问题。本章首先从叙事理论出发，梳理构成“好故事”的必要因素，继而基于当前政府“讲故事”的主要问题，提出政府讲好故事的路径与方法。





第一节　什么是“好故事”


一、 “好故事”所具有的传播优势


对政府来说，讲好故事，就是把政府在施政、行政过程中优秀的方面总结、梳理出来，通过故事这种清晰、易于记忆、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叙述方式，在传递事实的同时让受众产生一种愉快的、难以忘怀的情感体验和正面联想。

讲故事与政府传播惯常采用的新闻宣传报道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如下：其一，新闻报道侧重传达信息，而故事则注重描写经历，故而新闻报道往往言简意赅、突出重点，而故事则会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
 内容，通过再现生活的诸多细节来揭示其意义；其二，新闻报道强调结果，如“村村通”项目今年又覆盖了多少新用户，而故事强调的则是过程，如讲述“村村通”项目在推进中如何影响村民的生活点滴；其三，新闻报道追求及时性、接近性以及贴近社会热点，而故事则更关心个体的戏剧性价值，如成长、蜕变、坚持信仰、克服困难等等。

由于这些差异，相较于一般的宣传报道，故事往往会更加吸引受众对传播内容的关注与兴趣，更为重要的是，故事还有助于激发受众对传播主体行为与观点的共鸣和认同感，从而促进劝服目的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当代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就将“讲故事”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并称在信息时代，政治竞争的胜利取决于“谁的故事最终能打动人”
[1]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也提出“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
[2]

 。

好的故事之所以有显著的劝服效果和舆论引导潜能，源于其在传播中具备如下特殊优势：

第一，故事能够将抽象的观点形象化。所有好的故事实际上都在传递某种意义。正如高小康在《叙事作品论》中所说， “在传统的社会环境中，讲故事，还是游吟诗人弹着七弦琴向围坐篝火旁的人们讲唱史诗和英雄传奇… …都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消遣，而是为了向故事的听者传播这个社会的历史和价值观念”
[3]

 。这一价值观念，即意义，大到那些恒久的行为价值或人类生命运动的“元规则”，譬如善良、真诚、友谊、公平、合作；又可细微至个体对生命和生活本质的体认，像是乐观、奋斗、勤劳、慷慨。而与
 采用下定义、列数据、逻辑推理等方式对意义进行理性诉求或直接灌输不同，讲故事是以具体例证为基础的，通过精心布局的叙事，让受众对故事的主人公产生认同，带领其设身处地地感受、回应故事中出现的情境，最终一步步接近与发现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优势体现在为受众创造了强烈的现场感、参与感与娱乐感，这一方面为其阅读增加了兴趣和乐趣，另一方面也使故事的意义以一种更为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出现在受众面前，降低了他们接受的门槛。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如尼克·南顿等人所言， “故事是树立‘论点’的最佳途径”
[4]

 。

第二，故事更易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行动。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著作《斐多》中就已讲述过其老师苏格拉底对故事的理解，后者将“故事”与“论说”对举，认为“论说”是“曲高和寡之乐”，而“故事”则是“民众喜闻乐见之乐”
[5]

 。后者之于前者的优势在于精心编织的故事“生育”能力更强，即能够更广泛地影响并激发民众对美和善的认知与追求。换句话说就是好的故事具有非常强大和持久的劝服效果。从社会认知理论上看，这是因为故事为受众设定了一种“真实”的情境，受众比较容易从认知和情感上改变自身日常的信息处理习惯，进而浸入故事角色中去，并由此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叙事卷入和角色卷入限制了反驳与不相容的产生
[6]

 ，降低了受众的抵制并可令其欣然接受故事中的信息；二是个体还具有潜在的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受众会在阅读过程中学习、模仿他们所喜欢和认同的行为、理念、信仰，因此也会增加其接受故事中的观点
 和态度的可能性。

第三，故事更易于传播。叙事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 “人天生是一个讲述者… …我们创造故事、讲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在想什么”
[7]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通常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讲故事是一种舒适的且熟悉的信息沟通方式。特别是在新媒体平台上，震撼感人的主题、紧张有趣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扣人心弦的叙事——好故事的诸多特征恰好契合网民主动分享、传播的信息内容的偏好。因此，一则好故事不仅能够以更加通俗、有力的方式传播观点，其传播成本也更低，并且在借助网民关系网络展开“病毒传播”的情形下，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大大增加。


二、什么样的故事是好故事


好故事往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其主题具有普遍性和教育意义，注重事件的选择及组合，人物塑造注重圆形化，以及具体叙事和抽象叙事相结合。不过，在阐述好故事的特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故事的结构及要素做出梳理。


（一）故事及其构成要素


关于什么样的叙述是故事而什么不是故事，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直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共识。通常，“故事”可被看作以一定的方式，对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的描述。
[8]

 自从人类有了语言这个工具，故事就开始以传说、神话、宗教等形式演变与流传。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故事研究者便致力于发展和描述故事的潜在结构。亚里士多德率先指出这样一个看似平常实则非常重要的事实：肃剧
[9]

 的情节均有开始、发展和结局。19世纪，德国戏剧理论家古斯塔夫·弗雷塔格将故事的结构划分为序幕（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情节上升、高潮、逆转（重要的转折点）、结局（灾难或者解决）。
[10]

 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对故事结构的分析则从变量与不变量的区分出发，提出故事是由不断变化的人物与人物所执行的不变的情节功能（譬如干坏事、惩罚坏人等）组成，并据此总结出了31种人物行动及其在故事中的分布规则。
[11]



本章对故事的分析采用叙事学中一种较为公认的分类假设——认为故事可分为“故事（所叙之事）”和“话语（文本）”两个层面（见图5-1）。④其中，故事指所讲的内容，或者说是情节；话语，则指内容的讲述方式，这既包括叙事的结构，也包括其在媒介中的呈现方式。

具体而言，故事的结构包括：

1．事件

事件可以是行动，即由一个行动原引发的或对一个被动者造成影响的一种状态的改变；也可以是事故（happenings），即叙事对象所在环境发生的状态的改变。一系列精心选择与有意安排的事件构成了故事的情节，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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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故事的诸要素

资料来源：查特曼．故事与话语［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事件则可被视为一个个情节点，促使故事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以揭示故事的主题及其在道德、情感上的意义。从这一角度上说，事件是故事的最小叙事单位。

在故事的叙事中，事件具有如下特征： （1）故事中的事件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 （2）在故事中，事件以流布的方式出现，但其顺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即使两个看似无明显相互关系的事件，也会随着故事的发展发生关联； （3）按照推动情节与展现主题的作用的大小，事件还可分为核心事件和从属事件，前者是情节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对叙事逻辑起到直接的支撑作用，而后者则主要用于填充、说明、完善核心事件。

2．人物

人物是事件中所含行动或事故的“行动原”及“施动者”。茨维坦·托多罗夫根据行动与人物的重要程度将故事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情节中心的或非心理的故事；二是人物中心的或心理的故事。
[13]

 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
 故事中，人物的功能、地位以及塑造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

对于情节中心的故事来说，人物是情节的派生物，其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或行动的行动者存在。在这类故事中，人物的心理、行为、情感与道德观念（即“他们是谁”）是第二位的，其在推进情节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即“他们做了什么”）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也无须对人物本身进行过多的刻画。与此相反，在人物中心的故事中，人物居于行动之上，行动（即“他们做了什么”）更多是为了例证人物本身的特性（即“他们是谁”）而存在。对于这一类型的故事，人物的塑造涉及所有使其独一无二的全部特性，既包括外表特征，如外貌、年龄、性别、个性、行为举止；也包括其深层性格，诸如诚实还是虚伪、勇敢还是懦弱、慷慨还是自私、坚强还是脆弱；并且，能否深刻而真实地揭示人物的深层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故事能否成功。

3．背景

从广义上看，背景是故事中发生的事件以及人物行为所背靠的环境的集合。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把故事的背景划分为四个维度。
[14]

 （1）时代，即故事在时间中的位置，如故事是发生在当下抑或是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2）期限，指故事本身的时间跨度； （3）地点，关于故事在空间中的位置，如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理位置； （4）冲突层面，指向故事所讲述的“斗争”的层级，比如是聚焦人物内心的冲突，还是人际冲突，或是与社会机构的斗争，再或是与环境力量的对抗等。

故事的背景有助于受众确认故事所描述的宏观世界。而除了这一功能，在特定的故事文本中，背景还承担了向受众展示事件发生与人物活动所在的具体空间形象的任务。故事不仅可以通过呈现场景，为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行为提供条件及理由，还可帮助渲染故事叙事的基调，从而服务于故事意义的构建。


 4．话语

按照查特曼的定义，话语指的是故事的表达形式，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达故事所采用的媒介，包括文字、语音、影像等多种传播样式与传播媒介；二是叙述故事所采用的叙事结构，包括叙述的手法（直接向受众呈现还是经由文中的叙述者表达）、叙事的视角（如第一人称叙事、第二人称叙事还是第三人称叙事）、叙事的方式（如概括叙事、场景叙事）、时态（如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等。话语不仅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方法上辅助故事的叙述与呈现，同时也是意义生成的重要途径，故事的作者可以通过采用上述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想法与目的。


（二） “好故事”的共同特点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故事是一个包含复杂结构的叙事文本，每一个结构要素对故事最终的呈现都具有很大影响。此外，不同的故事所讲述的事件、人物亦有差异，这就像乔恩·富兰克林所说的“故事就像是雪花，看上去差不多，但是每一片都不一样”。这两个方面均为探究何为“好故事”增加了难度，或者说，打造好故事未必存在一定之规。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故事文本的观察，在诸多“好故事”中发现它们具有的共同特点，笔者对此分说如下：

1．一个有价值的主题

这里谈到的主题，即故事想要构建、阐发与分享的意义。主题是故事叙事与写作的焦点，应该说，故事的所有情节都是为主题服务的。缺少主题这一要素，故事中堆砌的事实便会显得苍白空洞，没有意义，没有情感，没有启迪。剧作家拉约什·艾格瑞曾说，主题是戏剧的“前提”，是整个戏剧的基础。
[15]




 有了好主题，才能让故事值得讲且令人愿意听。从古代的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到当代的生活故事，好的主题均具备如下两个核心特点：

其一，普遍性，即发现每个人生活的共通性，表达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性体验，包括道德的（如善与恶、忠诚与背叛）、伦理的（如是与非、爱与恨）或者仅仅附和着纯粹的价值（如生与死、自由与奴役）。只有具有普遍性的主题，才能够在和受众的沟通中找到一种“背景”，将故事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激发受众的同感与共情。而这也促成了一种十分常见的阅读体验： “故事让我如此感动，是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
[16]



其二，教育意义。正如葆拉·拉罗克所言，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 “实质上都是道德寓言或者警示寓言”
[17]

 。好故事的主题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有所教益，这也是其能够引起受众共鸣的关键之一。教益越重要，故事的附加值就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要注重说教，所谓的教育意义，是让受众通过阅读、观看、聆听去体验故事中的人与事，从而重新发现自己、发现生活，去欣赏、去学习、去增加生活的深度，从而照亮自己的日常现实。

2．遵从“叙事弧线”来选择和组织事件

在故事研究领域已有的一个共识是，故事的事件及其构成的情节是读者投入故事的核心因素。
[18]

 好的故事通常会注重事件的选择，并将入选的事件按照一定的结构有机地组合起来。而所谓的结构，即是从写作意图出发，将入选的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反过来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


 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事件的组合应该遵循何种规则？亚里士多德提出情节应有开始、发展、结局，而为更多故事所采用的叙事结构则是“序幕—情节上升—危机—高潮—结局”模式，由于这一结构从情节的紧张度上看呈先扬后抑的特点，故而被有些人称作“叙事弧线”。具体来说，序幕阶段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界定人物角色；情节上升阶段则由一系列相继发生的事件组成，事件的发生带来悬念的形成和揭晓、困境的出现与解决、希望的新生和幻灭，情节随之逐步展开，由于这一部分往往容纳了故事的大多数事件，故而其所占的篇幅通常最多；危机阶段是故事情节的“逆转”，主人公突然被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或事件急转直下到了最危险的情境，此时情节的紧张程度达到尖峰；第四个部分是高潮，高潮是解决危机的一系列事件，此时困境彻底被瓦解，叙事弧线开始下行；至结局阶段，故事逐渐放缓并接近尾声。

好的故事往往都隐含着这样一条叙事弧线。以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19]

 为例，故事在序幕中介绍父亲的摔跤冠军经历与未完成的世界冠军梦，但没有儿子的他只好放弃了这一理想。紧接着情节上升，这位父亲发现了女儿的摔跤天赋，决意培养她们从事摔跤运动，由此一连串事件展开，包括开始魔鬼训练，通过民间比赛崭露头角，继续加强训练，大女儿参加职业比赛并获全国冠军，大女儿成为国家队成员在新教练的指导下继续深造。随后危机到来，进入国家队的大女儿与父亲在摔跤方法上产生冲突，父女关系决裂，同时大女儿在国际赛场屡战屡败，逐渐对自己失去信心。面对危机，在故事的高潮阶段，父女和解，女儿再度接受父亲的指导，完成自我超越获得世界冠军。至此，故事转入结局，父亲实现了梦想并为女儿自豪。


 3．人物塑造注重圆形化

在有些研究者眼中，人物是故事得以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著名作家爱德华·福斯特将故事中的人物划分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两类。
[20]

 圆形人物的性格往往更加丰满立体，其一般不遵循好与坏这一简单的分类方法，而是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并会随着情节的发展发生变化，如自私成性的人也会舍己救人，英雄人物也会胆小怯懦；相反，扁平人物的性格一般只体现出单一的或很少的特征，其行为因不会与这些特征发生冲突而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比如某个人物被设定为坏人，那么他的行为就只有残暴、邪恶、不择手段等特征。

一则成功的故事往往具有至少一个圆形人物。
[21]

 这是因为，只有当故事中的人物反映出复杂的人性时，其缺点、矛盾、变化才会使受众与其发生共鸣，故事才能得到受众的认可。经典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之所以深受观众的喜爱，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是剧中的母亲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英雄的妈妈而被塑造为深明大义、满腹诗书或者爱讲大道理的形象，反而是既会讲《司马光砸缸》来教育孩子，又有些健忘、有点迷信，还着急买豆腐做饭的普通人形象，而往往是这种真实、可感的人物更容易吸引和打动受众。

当然，任何故事都不会对每个人物皆进行全面的描绘。前文曾提及，当故事更为偏重事件而非人物时，很多人物只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能生动有力。在很多好故事中， “配角”也不完全扁平，而是各具特色。譬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出现的很多人物：一边看着老伴遗照，一边守护百年虾铺的76岁老人郭少芬；一心想供孩子
 上学，天未亮就划船去挖藕的挖藕人；远赴秦岭养蜂，为了吃一口豆花而变得怕老婆的四川人老谭；以及就为给即将上大学的弟弟一份礼物，不顾危险徒手爬上40米高的大树取蜂蜜的西藏小伙白马占堆… …尽管他们的出现更多是为了介绍食物和食材，但正是这些饱满的“配角”为这部描绘食物的纪录片赋予浓浓的人情味，从而感染了众多观众。

4．具体叙事与抽象叙事相结合

故事总是力求以小见大，它一方面需要通过对事件、人物、背景的细节描写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可读性，令故事所呈现的场景更接近现实；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抽象的概括，超越个体以及时间、地点的局限，表达、讨论更为普遍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从叙事方式的角度来看，好的故事均为具体叙事与抽象叙事有机结合的产物。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叙事方式在叙事的方法方面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语义学家早川一荣在其著作《行动的语言》中对此作出过论述。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存在于阶梯上：最概括或最抽象的话语即抽象叙事位于阶梯的顶端，而最具体、最明确的话语即具体叙事则在阶梯的底部。
[22]

 对讲故事来说，它们差别如下： （1）阶梯底部的写作是展示，主要通过具体的案例呈现细节，而阶梯顶端的写作则是言说，主要呈现概况，表达抽象的意义； （2）阶梯底部的叙事根据不同的场景来组织，通过具体的视角对情节的诸过程加以呈现，而阶梯顶部的叙事则是根据话题来组织，其叙事的视角是无所不知的，相较于过程其更注重陈述结果； （3）阶梯底部的叙事目的是再现经历，局限于一时一地，而阶梯顶部的叙事则意在传达信息，因此关切的是更广阔的时空。

有鉴于此，一则好的故事需要准确地运用这两种叙事方法。在呈现事
 件、塑造人物时多采用具体叙事，通过细节的展示，提升故事的现场感和可读性；而在介绍故事背景、事件原因以及影响等方面则需采用抽象叙事，为故事增加纵深感与普遍意义。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切忌忽视具体叙事而多抽象叙事，否则故事就会缺乏具体内容而显得空洞；相反，若具体叙事过多而抽象叙事太少，事实的罗列感便会增强，也会削弱故事对意义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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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府如何讲好故事

过去的几十年中， “讲故事”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典型人物的塑造及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中屡被采用，由此形塑了很多公众十分熟悉的人物形象，譬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但随着媒介环境和受众认知的变化，一些传统的“讲故事”模式已不再适用，如何根据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特点及移动用户的阅听偏好讲好故事，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全新课题。


一、当前政府讲故事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面对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型传播语境，各级政府和许多媒体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讲故事的思路与方法，包括越来越注重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如腾讯网推出的“中国人的一天”栏目、重庆华龙网开设的“百姓故事”栏目，均将镜头对准平凡的普罗大众，通过展现个体的生活图景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和谐风貌；以及采用图片、短视频、 H5等多媒体方式对故事进行呈现，如中国青年网推出的H5专题新闻《中国人的故事》，用H5技术报道了20位典型人物的拼搏历程。

目前，政府和媒体在“讲故事”方面的短板，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报道什么主题、选择什么人物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新媒体表现形式，而是出现在讲不好故事这一问题上，由此导致了不论讲谁、怎么讲、采用什么方式讲
 都缺乏故事性。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重结果轻过程，导致故事结构松散、缺乏冲突


在政府传播的故事文本中，一个较共性的问题是故事本身缺乏冲突。这并不是说故事缺乏斗争或争执，而是指其往往把叙事的焦点放在记述主人公经历的事件上面，对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人物，在经历事件的过程中人物面临哪些困难与挣扎以及最终人物发生了什么变化却很少涉及。后者的缺乏，导致现有的很多故事虽然事件和情节很多，却没有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故事结构松散，叙事悬念不足，人物的形象一成不变，很难看到从故事开始的“此岸”到历尽千帆到达“彼岸”的变化与升华。

以腾讯网人物故事栏目“中国人的一天”中的典型作品《小站“盲警”夫妻岗》为例，该故事讲述了贵州铁路民警潘勇，13年前因病导致失明，在保安妻子的帮助下，坚守高原小站，辖区10年刑事案件、铁路交通事故和危及行车安全事件“三无”的故事。故事运用文字与图片，先后呈现了潘勇患病后放弃组织照顾主动请调到偏僻的高原小站工作，入户进行爱护铁路宣传，帮助困难老人，走进学校开展护路防伤教育，严格执行铁路安检工作，一丝不苟地完成铁路巡线工作以及夫妻二人幸福的日常生活等多个情节。然而，尽管情节丰富，但故事却缺乏可读性，原因在于， “失明”本应是潘勇在实现成为一名优秀铁路警察这一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故，是其必须要跨越的重大阻碍，但故事对潘勇如何战胜失明没有进行任何细节的描述，却将叙事的重点放在罗列潘勇在战胜失明之后继续辛勤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上面。

相较于结果，故事更适合表现过程，唯有如此，故事才存在序幕、发展、高潮与结局，叙事才具有冲突和悬念，才能够激发受众的好奇心。然而在大多数宣传类故事中，故事的主人公登场伊始就是无坚不摧的强者、人格高尚的先进，后续出现的事件和情节则主要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但对于受众而言，这样的故事却可能更像是一场先进事迹报告会。


 （二） “榜样示范”模式致使人物个性缺失、形象扁平


故事想要实现其劝服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和途径是能够让受众与故事中的人物感同身受，两者一起体验痛苦、挫败、希望与喜悦，最终发现生活的意义，实现共同成长。尽管这在叙事学、戏剧理论领域是一个共识，但综观我国的典型报道实践，却仍然倾向于采用“榜样示范”而非“共同成长”，其做法是要么选择一个“榜样”，要么把普通人塑造为“榜样”，以此强势输出劝服的目标。这一模式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大多不太像“人” ——不是缺少“人性”就是有些不通“人情”，受众看到的只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
[1]

 。

例如《人民日报》微博、微信公众号在2017年8月3日推送的《泪目！致敬！这位老人在孤岛30年，用“算盘”造出一艘核潜艇！ 》
[2]

 一文，该报道介绍了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克服简陋条件，用算盘和计算尺建造出中国核潜艇的事迹。 “孤岛30年” “算盘和计算尺”这两个细节体现出了黄旭华院士人生故事的冲突性和戏剧性，但报道却没有体现在这一艰苦的过程中他的痛苦、挣扎与抗争，而只用“日日夜夜” “毅然决然” “以身许国”，并为此30年“没有回过家，没有联系过自己的家人”来展示他的爱国与奉献精神。由此塑造的黄旭华院士的形象尽管光辉伟岸，但却甚为单一，与受众也有较大的距离。

在人物塑造方面，急于展开劝服带来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限制了故事塑造人物的方式。而这主要是由于目标的单一性所带来的手段的有限性导致的。亦如黄旭华院士的案例，假使故事中的人物只有爱岗敬业这一个特征，那能用来进行说明与佐证的便只有“舍小家，顾大家” “三过家门而
 不入”等少数情节；以此类推，也就导致了很多故事塑造人物的手法过于单一，情节缺乏新意，内容空洞无趣，从而导致人物的扁平化。

有研究者将我国典型人物塑造中普遍存在的扁平化问题总结为四个类型： （1）雕像化，塑造的人物高高在上，空洞说教，没有亲切感； （2）画像化，人物的形象千人一面，毫无特色； （3）神像化，故意回避人物缺点，营造光环效应，缺乏可信度； （4）蜡像化，看似栩栩如生，实则毫无情感和生命力。
[3]

 显而易见的是，在移动互联时代，面对这样的人物，不要说让受众感同身受，甚至想要获得人们的注意和关注都十分困难。


（三）在叙事方式上缺乏细节，常用“告诉”代替“展示”


前文曾提到过，故事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能够以小见大的个案。用叙事阶梯的方法看，故事的特殊性处在阶梯的下端，而其所表征的意义则在阶梯的上端。好的故事不会直接用抽象语言描述意义，而是通过对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塑造以及细节的呈现向受众展示意义，即“展示”而非“告诉”。

然而，目前多数故事的叙事方式却是“展示”不足、“告诉”过多。2014年，山东大众网报道了济南市一对普通母子赡养一位与其并无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35年的感人事迹
[4]

 ，但故事并未向人们展示母子照顾老人的细节，而是一直在“告诉”大家这个家庭为了照顾老人做出了哪些牺牲，包括从未一起远行旅游，父亲中途离世，儿子为照顾老人辞去工作，等等，最后将之总结为“齐鲁大地的孝之典范”。但在叙事方式上，这个报道的叙事重心已不是讲述母子二人如何排除万难照顾老人的“故事”，而是通过“告诉”受众母子二人的种种“失去”，生硬地渲染出一个榜样来。


 除了具体场景和细节的缺失， “告诉”还体现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多采用议论乃至抒情的手法直接点出主题或使主题更为突出。例如《 “全国模范检察官”念以新：托起群众心中的太阳》
[5]

 ，该报道意图讲述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白云民生服务热线办公室主任念以新十年间接听群众热线、化解居民矛盾、资助困难家庭的先进事迹，但在讲述的过程中频频出现作者对念以新的评价，诸如“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念以新把对群众的深情融入了接访的一举一动”“念以新没有检察官的‘架子’，他有的，只是一名党员的责任感” “念以新把人民二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用忠诚托起百姓心中希望的太阳，如水滴，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浩渺的东昌湖、旖旎的古运河，融入了水城百姓的幸福梦想里”。

之所以很多故事注重“告诉”而非“展示”，不仅是由于作者对场景或细节的描述能力有限，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过去长期形成的宣传写作模式以及对宣传主题的刻意强调。而事实上，真正的典型根本不需要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因为事情本身就已具有说服力；同理，好的故事也不需要作者特意点明主题，因为随着问题的解决和人物的改变，受众自然会领悟到故事所要阐明的意义。


二、讲好故事的策略与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对照第一节提到的故事的结构及好故事的标准，政府和媒体在提升讲故事能力、优化故事文本方面可重点关注如下三条路径：


（一）提升情节意识，重建对“故事”的认知


若想讲好故事，除了确定核心事件与核心人物，还需确立一个核心问题，并以此为中心选择事件和设计叙事的结构。


 这里，我们可以将核心问题理解为故事的基本情节。克里斯托弗·布克通过对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分析，提出7种最易与受众产生共鸣的情节，分别是征服怪物、白手起家、追寻、旅程、喜剧、悲剧与重生。
[6]

 而针对政府“讲故事”的目标和需求，其中的四类情节或将更加适用。

1．征服怪物

所谓的怪物，既包括人内心或机构内部的邪恶与缺陷，也包括外部环境的阻碍与威胁。 “征服怪物”的基本情节是“英雄”发现这一“怪物”威胁到目标实现，然后历经困难并最终战胜怪物。这类情节最容易唤起公众的英雄情结，因而为许多故事所采用，诸如个体克服弱点、自我救赎的蜕变故事，战胜病魔、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以及奋勇抗争、保卫家园的战争故事等。

2．白手起家

这一基本情节是一个普通人从低点起步，最终实现惊人的成功。该情节之所以备受欢迎，主要原因在于它能给人们以希望，令他们在敬仰这类人物的同时感觉自己也有可能成功，典型的例子有美国著名黑人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国内的马云、刘强东等。

3．追寻

追寻的情节是这样的： “英雄”必须离开日常生活，到外面去寻找对自己或整个社群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一样东西、一个人或是某些信息。唐代玄奘西行、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留法探索救国真理以及电影《冈仁波齐》均为此类情节。

4．重生

重生就是从悲惨的失败里重夺胜利的故事情节，如红军长征、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在重生的情节中， “英雄”一般会克服压倒性的负面事件或环境而取得胜利，因此会让受众感受到非凡的希望和鼓舞。而这里的“英雄”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座城市，或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几种情节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故事当中，不过，应该至少有一个情节在所讲述的故事中占据主要地位，并提供基本的叙述。而不论故事采用上述何种情节，都必须保证所选择的事件和相应的叙述完全真实。在移动互联时代，证伪的门槛很低且被证伪的代价很大，哪怕仅有百分之一的不真实也会让整个故事丧失可信度。


（二）将榜样和典型还原为真实的人


诸多案例都表明，在故事传播中，普通人更愿意接受普通人的故事。这里提到的普通人，不只是身份的平凡，更在于他（她）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也契合了前文所述的好故事中的人物应该是圆形而非扁平的观点。因此，要讲好一则故事，在确立故事的核心问题（即基本情节）之外，另一个关键便是塑造故事中的人物。

塑造一个圆形人物需要呈现其复杂的人性。诚然，内心单纯和表里如一的人的确存在，但在故事中，这样的人物未免显得乏味且与普通人的距离过大。相比较而言，多面复杂的人物往往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在策略层面，圆形人物的塑造主要有三种手段：

其一，呈现人物表面特征与其深层性格之间的矛盾。例如1980年美联社为时任纽约市市长的爱德华·科克撰写的人物报道《抓住高树使劲摇撼》，报道中的科克市长，是个不漂亮、不时髦、不性感的56岁单身汉，但与其外在特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科克市长为人耿直，很有主见，虽然他时常考虑问题很不周全，做事也毛毛躁躁，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沉着冷静、轻松幽默地化解危机。报道通过不断地将科克的表面特征与其深层性格进行对比，不仅塑造出了科克超凡的人格魅力与领导能力，同时也摆脱了严肃刻板的长官形象而令他显得真实可爱。


 其二，呈现人物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来的深层性格之间的矛盾。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为例，在故事文本中，哈姆雷特既有信神的表现又有渎神的行为，他有情又无情，孤傲而自怜，机智而悲哀，清醒而迷茫，理智亦疯狂，包含了诸多人性特征而成为一个多维的矛盾体，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俗谚。与之类似的还有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一方面又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既有恭敬慈爱之心亦能做出坑卒屠城之事，性格坦荡爽朗、以诚待人却也嫉贤妒能、多疑狡诈，虽叱咤风云也有儿女情长… …复杂矛盾的性格使项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其三，在故事的讲述中展现人物内在本性的变化。曾经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人物报道《一个恐怖分子的成长》即是代表。在这篇报道中，成为恐怖组织成员的女孩戴安娜·奥顿，并非生来就孤僻偏激。相反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曾经是一个温和、快乐、无忧无虑的女孩，在上大学时也爱好取乐，甚至有些虚荣。但伴随她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不公平的一面，奥顿逐步对社会失去信心并变得越来越激进，最终演变为想要毁灭整个美国的反社会人格。故事对奥顿完整人格的呈现不仅能让受众客观地了解奥顿其人，也真实地说明了恐怖分子并非一类特殊群体，而更多是由普通人转变而来的。


（三）从优化细节入手，提高故事的讲述能力


契诃夫有一句名言： “不要告诉我月亮有多亮，拿一块碎玻璃让我看看它折射的光。”
[7]

 同样的，故事所要传达的意义以及其他任何概念性的、抽象的观点，都必须在人物身上具体、有形地展示出来，如此受众才能看到、感知和体验到它们，否则故事便会沦为空洞的说教。这意味着在叙事的方法层面，讲好一个故事的全部要义在于将无形变有形，把抽象转化为具体。在故事中，值得着重描写的细节包括如下四类：


 其一，有助于还原真实场景的细节。报道1998年抗洪抢险的新华社通讯《四百壮士战洪魔》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洪水在几分钟内急速上涨近50公分。一路上成群结队后撤的群众开始往军车上爬。戴应忠发现事态严重，命令部队撕开篷布和伪装网准备弃车，不料话没说完，一排几层楼高的巨浪就呼啸着打来，把他乘坐的延安牌重型牵引车打得连翻几个跟斗，一车人全部身陷洪流漩涡”。 “急速上涨” “成群结队的群众爬军车” “几层楼高的巨浪” “连翻几个跟斗”，没有直言“危险”，但一系列的细节描写逼真地还原了凶险、悲壮的抗洪场景。

其二，能够构成与情节相关的因果关系的细节。在《南方周末》2004 年6月3日发表的人物通讯《任长霞传奇》中，第一部分“绣花姑娘打老虎”里有这样一句话： “早先一个公安局长的窗台边被人摆了一个炸药包，当时吓得邻居四处躲藏。”尽管简洁，但通过这一细节，就能让受众真切地感知到任长霞到登封市公安局赴任时所面临的严峻而危险的工作环境，为后文她获得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做出铺垫。

其三，利于受众深入了解人物的细节。新华社在2012年发表了人物特稿《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这篇特稿的最后，有一段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描写： “他喜欢吃陕西、山东家常菜，朋友聚会时还会喝酒助兴。他喜欢游泳、登山，爱看篮球、足球、拳击等比赛，有时也会在深夜看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这一系列细节，让习近平总书记的形象从前面的“高大上”变得更加“接地气”，同时还能够让受众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了解更为全面深入。

第四，可以暗示人物深层性格和外部环境特征的细节。获1995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人物报道《她把所有的15万美元都捐给了一所大学》
[8]

 特意写
 过这样一个细节： “她（指奥斯奥拉·麦卡锡）的《圣经》已经破烂不堪，她就用透明胶将它粘住，以防《哥林多书》掉出来。”此处的《哥林多书》便是极为重要的细节，因为在《圣经》中， 《哥林多书》主要强调的是道德与爱的力量，教导信徒活出圣洁的生活。展现麦卡锡对《哥林多书》的珍爱，不仅能够揭示她是一位虔诚、富有爱心的人，同时也为其节俭一生却将积蓄全部捐赠的行为提供了十分合理的动机。

生动的细节可以增强故事的可信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细节越多越好。细节过多不仅会让受众应接不暇，难于记忆，也会干扰故事的线索，使叙事臃肿。因此，应选用那些最能够代表或是支撑故事核心理念的细节，以及那些最能透露真情、最能打动人心的细节。

以上三个方面的建议意在改善政府和媒体在故事写作方面的不足。但需要强调的是，除了故事写作，政府和媒体也需要进一步设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大众审美的故事主题，选择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并适应移动新媒体发展的潮流，采用使受众可感知、可亲近、可分享、可互动的传播方式。上述诸要素形成合力，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有效引导舆论，构建良好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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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网络问政的演化和制度设计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是政府施政的基础，问政于民可知得失，问需于民可知冷暖，问计于民可知虚实。创新与完善问政机制，切实地问政、问需、问计于民，不仅是党和政府优化执政效果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媒体普及之前，政府体察民情、汇聚民意的渠道虽然不少，但限于公众问政意识的薄弱和这些渠道自身存在的覆盖面窄、程序烦琐、缺乏反馈等不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有着较大的局限。如今，网络新媒体的发展给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意见表达方式，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意愿，同时使政府拥有了与公众交流沟通的畅通渠道。通过网络问政平台的搭建，一方面有利于政府的政策、方针、思路、想法、执政情况等信息及时为公众所知晓，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的所思所愿、好想法好建议可以迅速直达为政者。相应的， “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成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1]

 。

本章首先梳理了网络问政于我国的发展脉络，继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背景，对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运营要点加以总结，并详细剖析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这一典型案例，从而对网络问政平台的管理制度、
 工作流程等内容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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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网络问政的发展状况


一、网络问政的积极意义


问政，即咨询或讨论为政之道，是执政者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手段。大体上看，问政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机构，问政的对象是广大社会公众，问政的内容主要是公众的需求和其对政府管理、社会运行的疑问、意见和建议。网络问政是依托新媒体平台的问政方式，政府部门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公众进行沟通、对话，以达成体察民情、收集意见和建议、优化决策和提升执政能力的目标。

网络问政之于传统问政的优势，亦源自它所依托的新媒体平台。凭借着新媒体平台用户规模庞大、传播速度快、互动便捷等特征，网络问政在拓展问政覆盖范围、简化问政流程、提升问政实效等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这样的优势有助于政府部门快速而广泛地向公众征集意见和建议，有效汇集以往零碎散落、难被捕捉的民智、民需、民意，从而促进社会治理格局的完善、治理理念的转型和治理效果的优化。正如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所言，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1]

 。具体而言，网络问政具有下述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网络问政可提供畅通的社情民意渠道，完善社会治理格局。在传统问政方式中，社情民意的沟通阻滞较多：一方面，公众诉求的表达和
 问题的反映，只能通过信访、上访或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途径，中间环节较多且容易受阻；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了解民情也只能借助考察、调研、会议、接见等方式，受到诸多条件限制且覆盖面较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问政方式的缺陷。借助于网络问政平台，政府得以搭建一个开放、便捷、无障碍的政民沟通和交流的场域——公众能够以评论、留言等最直接的方式向政府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各地政府和职能部门也能在第一时间获悉公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而这种成本更低廉、操作更便捷、更易引起领导重视的诉求表达方式又会进一步增强公众的表达意愿，促使更多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来，为政府执政建言献策。

第二，网络问政可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指的是可以倾听民意、挖掘民需、改善民生、切实解决公众问题的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开放传播、实时互动等传播特征的网络问政平台，既有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令政府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并将之应用于决策和执政环节，切实将“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又可将问政的发起者、问政的对象、问政过程置于网络公共传播的平台上，使公众得以随时通过网络对政府的应对、施政进行监督和评议，从而不仅大幅加快了问政进程和预期结果的实现，亦从外部督促政府机构强化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三，网络问政可解决公众实际问题，优化社会治理效果。借助网络问政平台，公众有了开放、便捷的参政议政渠道，在反映自身需求或对相关事务进行咨询和投诉时可以“少跑一趟路，少踏一个门槛，少走一道程序”，而对政府的决策、制度、工作等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又会直达相关部门。随着需求的满足、问题的解决、建言的采纳，网络问政将进一步加深公众对政府部门工作的理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从而使得大量社会矛
 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最终优化社会治理效果。


二、网络问政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我国各地政府开始“触网”，陆续建立自己的政府网站，并在政府网站上公布领导信箱、领导热线等信息，希望增强与公众的沟通。但此时，各级政府仅是做到了将政府机构的联系方式公布在网上，与公众的交流仍旧以线下沟通为主，较传统的问政方式并无太大实质性的变化。
[2]



网络问政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03年。是年1月，因为网民“我为伊狂”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表的一篇探讨深圳市在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企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问题的网文，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与“我为伊狂”进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的面谈，这被香港《明报》评价为“开创了中共省市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随后，3月27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公众交流；12月23日，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也通过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

亦是在这一年的5月，山东省烟台市开通了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问政平台——胶东在线网站的“网上民声”栏目，网络问政从此跃入国人视野。胶东在线网站开通于2002年4月28日，是以新闻宣传为龙头、集信息服务和技术应用为一体的区域性媒体，是烟台市对内和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作为烟台市的官方网络媒体，该网站以“为民服务，为党分忧”为建设目标，在创办初期开通了“政策法规”和“便民服务”等子栏目，
 并大力整合报纸、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介信息。当时，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还不高，网络问政的概念还没有兴起，国内也没有成功的网络问政平台先例。胶东在线网站的工作人员为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工作，于2003年初提交了“网上民声”栏目建设的初步设想。2003年5月，在烟台全市开展的“环境建设年”活动中，烟台市委机关建设办公室和胶东在线网站开辟了“网上民声”栏目，前期联系确定了28个政府部门参与“网上对话”，此外又在市直机关开展了互联网上听取群众意见活动，进行线下同步推广，迈出了网络问政的第一步。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治理理念的逐步转型以及对互联网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推动着我国政府开展网络问政的实践日益增多。2005年3月，温家宝便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称， “网民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这被视作“国家领导人首次表示从互联网上了解民意”
[3]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公众进行了5分钟的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
[4]

 ，这标志着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从2009年至2011年，温家宝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前夕与公众在线交流，回应了公众提出的涵盖经济、社会生活等各项热点的相关话题。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应“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
[5]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
 线”，借助互联网“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 “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
[6]

 。

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主动加入借助新媒体“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活动中，并推动网络问政逐渐向制度化、常态化运营发展。虽然网络问政自2003年便在我国发端，但彼时大部分政府部门与官员仍未注重通过网络与公众进行互动沟通，直至2008年后这一情况才得到真正改变，网络问政始进入活跃阶段。
[7]

 当年在629名地方党政县处级以上领导中，近70 %的干部有“触网”的经历，其中，78．18 %的领导干部表示上网时喜欢接触当地群众意见以及政策反馈等信息，82．54 %的被访者认为互联网对促进工作很有帮助。
[8]

 而在2010年1月，网络问政更是首次被写入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网络问政，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和工作联系点制度”
[9]

 。

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新技术、新应用、新平台的出现，网络问政的形式、渠道、运营方式等更加丰富多样。

比如，随着政府网站对互动板块与实时互动功能的完善，以在线对话、留言板、在线调查等为代表的网络问政形式开始出现。

又如，在意识到政府对网络问政加强重视之后，一些媒体组织借助自身对公众的影响力，主动搭建网络问政平台以集纳网络言论，组织公众讨论，在政府和公众间穿针引线。代表性的例子有南方报业集团所属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红网的“百姓呼声” “问政湖南”栏
 目，以及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

再如，基于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用户规模不断扩大的新时代背景，许多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将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从论坛、博客逐步向微博、微信等移动新媒体平台转移。截至2016年底，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府机构官方微博超过12．5万个、公务人员微博近4万个，今日头条App上的政务头条号账号亦达到3．4万个。
[10]



还如，随着各级政府网络问政实践的逐步深入，各政府部门在运营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 “两微一端”等问政平台时，逐步探索出适用于各平台技术特征的差异化定位与功能，并推出各自的平台管理、绩效考核、平台联动等相关运营制度等。


三、移动互联时代网络问政的类型


目前，网络问政类型多种多样，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划分。

以问政渠道观之，作为传统互联网的延伸，移动互联网既包含了所有传统互联网的内容，同时还可以通过各种“应用”提供更多的信息与服务。相应的，移动互联时代的网络问政既可以通过传统互联网上的综合网络问政平台、论坛、留言板、电子信箱等渠道进行，又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网上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应用开展。

以问政形式观之，网络问政既有政府部门通过留言板、网络新闻发言人、电子信箱等渠道对公众留言定期回复，也有政府官员与公众进行即时交流与互动，如在线访谈、在线听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既可以在论坛、博客、微博等渠道上公开呈现，也可以在微信、电子信箱等渠道上的“私密对话”。交流与互动的内容除文字外还可以是语音、图片、
 视频等多种形式。

以开展模式观之，网络问政又可分为下述两种类型：一是常态化的问需于民。这指的是政府在日常工作中，通过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与公众保持长期、良好的对话及互动，从中筛选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反馈，并设立公众留言审核制度、信息流转制度、问题办理与回复制度、公众监督与投诉制度等相关制度，督促相关政府部门于特定时限内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反馈加以线上答复和线下解决。二是活动式的问计问策。这主要指政府围绕特定的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网络问政活动，面向公众征集建议。例如重庆市江北区政府就曾在微博上发起过问计活动，该活动面向全球公众征集关于提升江北城市形象、城市管理更科学、城市环境更优化、城市交通畅达以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文化等民生改善方面的“金点子”。而公众参与活动的方式有三种： （1）在腾讯微博上，以＃重金征集微建议＃为话题，发布140字以内的“微建议”；（2）登录腾讯·大渝网、江北网等门户网站的专题网页，提交2 000字以上的“深度建议”，具体可以论文、方案、规划、可行性研究等形式呈现；（3）针对公众提出的问题，江北区公布了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电子信箱，可以让领导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坦诚纳谏。江北区政府最后会评选出获奖“金点子”，将之汇编出版《全面升级跨越发展——中国重庆江北全球征集“金点子”集萃》一书，并刻录“金点子”视频、CD等视听资料，还会对作者予以最高10万元的奖金奖励。

尽管网络问政在我国发展迅速、形式多样、成效显著，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网络问政在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等层面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政府部门开展网络问政，并非出于改进工作方法、改善工作作风、优化工作制度的目的，而是看到其他政府部门在这样做或上级部门有要求，就被动地跟风“做样子”，无论是问政的理念、态度还是方法都非常落后，网络问政自然收效甚微；又如，一些地方网络问政的开展并没有上
 升到有组织、有制度的运作层面，以至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普遍存在，公众提出的问题未能得到切实改进，问政效果难以保障；还如，有些问政平台缺乏规范化的运营，对公众发言“把关”不严，导致公众散布、传播不实信息，或是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或侮辱性言论等无序参与问题出现，对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11]

 上述种种问题不仅打击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甚至还会损害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网络问政平台能否持续发挥积极作用，除了要看政府官员的观念和意识，还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体系。本章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结合典型案例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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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创新发展

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指的是在政府网站、中央级重点新闻网站、地方新闻网站等新媒体平台上开创的集综合信息发布、公众留言、政府答复、在线访谈、领导信箱等功能于一体的问政平台。这类平台通常内容丰富、功能齐全，并设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流程规范，以保证其持续高效的运作。

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是我国网络问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问政发展初期便已出现。当时，一些媒体组织（尤以各地党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报刊集团为代表）出于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以及自身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连心桥”的定位，在其下属的网站上开办了一些有助于公众参与、利于政府官员与公众开展交流的栏目，并凭借传统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及其对公众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参政问政作用，推动了我国网络问政的进一步发
 展。典型的如河南日报集团所属的大河网于2004年10月创办的“焦点网谈”栏目，其因栏目新颖、互动效果好，当年就被评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一等奖，首创中国互联网媒体获此殊荣的先河；而该栏目所设置的论坛发帖、焦点话题、焦点民生、焦点报道、嘉宾访谈等功能板块，也大多为后来的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所承继。其后，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推进以及政府网站对互动功能的完善（这得益于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政府网站加强互动栏目建设， “不断丰富互动交流形式，为公众参与互动交流创造条件”
[1]

 ），我国各政府机构在政府网站上开设了自身的网络问政栏目（如首都之窗的政民互动栏目），或是搭建了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如江西省政府办公厅搭建的“民声通道”网站），并逐步探索出了在线访谈、网上咨询、电子信箱（包括行政首长信箱、公众监督信箱）、留言板、网上调查、网上听证等问政形式，以及配套的留言回复、问题处理等工作机制，这推动着政府自建的网络问政平台逐步发展成为网络问政的主要力量。

发展至今，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在平台功能、问政流程、制度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运作经验。本节将整合一些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见表6-1）的运作经验，总结、提炼其运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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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部分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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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结合目前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运营实践来看，为促进政民沟通渠道畅达，促使问政取得良好效果，政府在运营该类平台时，可以从创新观念与意识、合理设置平台栏目及功能、建立网络问政长效机制、运用新技术
 创新平台功能与问政方式等方面入手。


一、创新观念与意识


综观各地实践，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运营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领导对新媒体和问政所持有的观念和意识，这具体包括他们是否懂网、是否愿意触网、是否重视民意、是否认可公众的智慧等方面。只有主管领导创新了自身对待新媒体、网络民意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去熟悉新媒体，主动去倾听网络民意，并在政策和资源层面对网络问政平台的搭建和运营予以支持，才能促进各部门通力合作，切实改进问政态度、提升问政速度、优化问政效果，发挥网络问政平台应有的功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2]



譬如，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见图61）的发展壮大就与广东省主要领导的理念密不可分。当地政府及官员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对网络舆论和公众意见较为重视，从而为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的运营、问政工作的落实提供了保障，并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参政议政热情。2006年，奥一网率先提出并实践“网络公民”理念，于“两会”期间推出“有话问省领导”“有话问市长” “博客参政”等旨在促进官员、代表委员与公众互动的栏目，并获得了广东省一些官员的响应和支持：深圳市正副8位市长接连就市民关心的话题做出积极反馈；22名广东省和各地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上开通了各自的民意博客，听取民意，发表观点。2007年底，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广东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
 轮大发展”的主张，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顺势推出“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我向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子板块。这些栏目均得到了公众的热烈回应，并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2008年4月17日，汪洋为了认真听取公众对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意见与建议，与26位网民代表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这被称为“汪网会”，并开启了中国第一位政治局高层领导与网民直接会面的先河。
[3]

 此后三年，汪洋与网民“每年一相会”，会议主题涉及解放思想、经济转型、文化强省、社会建设等多项内容，汪洋本人也被网民亲切地称为“汪帅”。在高层带动下，广东省各地市的“网络问政”之风勃然兴起，许多地市市委书记相继加入了与公众开展在线交流、互动的行列，基于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的各类问政活动越来越多，问题交办机制、网络发言人等相关工作制度陆续建立，网络问政工作逐渐步入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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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


二、合理设置平台栏目及功能


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栏目设置作为平台核心定位和功能的集中体现，
 决定了该平台可以面向公众提供何种问政形式、实现哪些问政功能，而合理的栏目设置还能大幅提升问政平台的易用性，增强网络问政的针对性，优化公众的使用体验，从而激发公众建言献策的意愿。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运营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时，首先应结合自身定位，对平台的栏目和功能加以合理规划，并依据公众的需求、技术的演进不断开发新栏目、新功能。

目前，不同主体搭建的网络问政平台在栏目和功能上各有侧重。其中，由政府搭建的网络问政平台的栏目与功能设置较为简单，多集中在信息发布与咨询、政民互动、决策征询、民意调查、建言献策、政务评价、举报投诉等方面。
[4]

 如北京市政府的官方网站首都之窗，即设置有“政风行风热线” “人民建议征集” “网上调查” “法规文件意见征集” “互动访谈” “市长信箱” “信访接待”等栏目，并同时建设有“首都之窗”微信公众号、 “＠北京发布”政务微博等“两微一端”账号，方便公众在移动终端的便捷访问。而媒体搭建的网络问政平台，凭借着媒体信息整合力强、信息传播专业、社会影响力大等优势，在传统的问政功能之外，还多可提供诸如舆情监测、智库信息、主题宣传活动策划与传播、组织公众的建言献策等功能。以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为例，该平台一方面按照问政对象将传统的问政功能细化为“话题列表” （以列表的形式集中展现公众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分为“已答复问题”和“待答复问题”两个类别）、 “我＠省委书记” “问省直机关” “问21地市领导” “县市行”等栏目，以增强对公众问政的引导，另一方面依循“民意畅通大平台”的定位，增设了“南方民间智库” “网络问企” “一问到底” “网络问政管理创新榜”等子栏目，并且还开发出网络问政移动版、网络问政触屏版等形式，形成了一个全媒体、多维度的网络问政集群（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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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的主要栏目及功能


 三、建立网络问政长效机制


网络问政既以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问政平台的搭建为基础，又有赖于长效机制的建设、完善。本部分从参与主体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对网络问政的长效机制加以梳理。


（一）厘清网络问政的参与主体


“问政”工作从本质上可被视作政府与公众相互协商以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和决策的过程，相应的，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运行亦须整合、协调多元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它们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最终形成一个快速运转的有机整体。这些参与主体如下：

第一，公众。公众是网络问政的对象，是具体问题、意见和建议的提出者，也是社情民意的反映者。因为地域、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同，公众参与网络问政的目的、诉求和方式并不能一概而论。在网络问政平台上，公众的诉求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信息咨询类，即咨询不明了的政策、程序； （2）个人利益诉求类，希望通过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解决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3）公共利益诉求类，希望有关部门解决不良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4）权益诉求类，主要为举报、投诉违法行为或表达对某些行政问题的不满；（5）参政议政类，即借用平台为公共事务决策出谋划策。

第二，政府。政府作为网络问政的行使主体，扮演着公众发言的回应者、政务服务的提供者、实际问题的解决者等多重角色，并担负以下职责：（1）通过公众的诉求表达了解民需、民意，以便改进其实际行政管理工作；（2）及时回应公众发起的咨询，解决公众提出的问题，以体现政府的服务职能； （3）积极与公众展开沟通协商，汇集民智，以丰富公共决策的参考意见。


 第三，平台运营主体。由于问政是在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上展开的，因而问政平台的管理和运营者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在网络问政的过程中，该类主体须完成下述工作： （1）通过对问政平台的运营维护，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为网络问政建立技术基础，提供功能支持；（2）通过设立多种制度来加强对公众和政府两个平台使用主体的管理与服务，令网络问政有章可循、井然有序、发挥实效。在实践中，该类角色通常由建设平台的媒体组织或是政府机构中的组织协调部门（如办公室）充当。


（二）建立健全网络问政的保障制度


网络问政是一个需要协调多元主体的复杂系统，若要使每个参与主体都遵守规范，每个环节都有序运作，就必须建立健全保障制度。

1．平台运营主体：管理与服务并重

以促进政民沟通为宗旨的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其运营者既应围绕平台的两个使用主体——公众和政府而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亦可结合平台自身特点设计差异化的运营机制。

（1）针对公众的言行规范。

网络问政旨在问民意、民需、民计，因而，公众发表的问政信息的数量、针对性、真实性、准度及深度都是影响网络问政质量的关键因素。对此，平台运营主体一方面应针对公众的发帖、提问等行为制定详细的章程，在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的基础上，引导公众的有序参与；另一方面还可建立“先审后发”的流程机制，参照相关制度对公众的发言进行严格审核，以保证在该平台发布的言论真实、有效、合法。

以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为例，其针对公众的言行就出台了一系列规则：第一，为了保证公众发言的真实并便于发帖事项的核实，该平台要求公众在发帖时须提供真实姓名、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信息，同时承诺这些信息会被完全保密以保障公众的隐私安全。第二，为了保证平台呈现内容的
 合法性，在公众提交留言后，平台运营主体将在规定时间内核实情况，确定是否受理。第三，出于增强公众发言的有效性、促使公众提问事项得到顺利解决等目的，该平台不仅将公众问政内容细分为建言献策、投诉举报、咨询求助、其他等四个类别，按照市直属机关、区县领导的分类对公众的提问对象进行划分，同时还建议公众“针对具体的问题和事情咨询投诉，且每次发帖最好只反映一方面问题”
[5]

 。

（2）面向政府的多元服务。

为了方便政府机构的使用、提升网络问政的效率，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运营主体可面向政府机构提供如下服务：

其一，在将公众发帖转达给政府机构前，平台运营主体可对公众发言进行审核、筛选、分类汇总，以增强信息对政府机构的针对性，优化政府机构获取信息的效果与效率。例如，烟台胶东在线“网上民声”会在逐条审核、严格把关公众留言的基础上，依据审核结果，对留言进行分类处理。其中，对符合规范、宜于公开的留言予以审核通过，直接发布到网站上，并转交给有关部门，如果公众指定的部门不恰当，编辑会为其重新选择部门，使问题得到最快的回复；对内容中涉及他人、企业、单位的投诉、举报等的留言，未经证实、事实不明了的，编辑会进行“转内参”处理，该留言会以保密的形式转交给相关部门，待问题得到落实或证实后再予以公开；对不符合规范的留言，如使用侮辱性语言，明显的诽谤、恐吓和威胁等，编辑会予以删除，并在删除时说明原因；对具有普遍性的典型问题进行编辑整合，并放置于“网上民声”相关栏目中，提高栏目质量。

其二，简化政府机构在该平台的发言和操作流程，为政府机构主动发帖、开展互动、引导舆论提供便利服务，以提升政府机构问政的积极性。
 此处我们可以借鉴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的运作经验，虽然该平台对政府发言也遵循“先审后发”的流程——“政府部门准备通稿—转交网络编辑—网站审核—网站发布”，但平台运营主体同时也会在日常工作中对参与问政的各政府部门、官员的ID予以审核，经认证的ID可以走“绿色通道”，拥有“先发后审”的权利，发言流程可以直接简化为“政府部门发通稿—政府部门在网站直接发布稿件”两个步骤，以此来增强政府部门发言的时效性，最大限度避免信息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真问题。

（3）政民互动机制。

平台运营主体亦可结合自身在社会影响力、信息发布专业性和权威性等方面的优势，创新舆论引导和政民互动机制。

比如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于2009年成立的“网络问政特约观察员”制度。该平台从广东省骨干网民、意见领袖、社会精英等群体中选出代表作为网络问政的“观察员”，以在政府机构与普通公众之间构筑起沟通的桥梁：一方面， “观察员”可通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更快、更有效地向政府决策部门传达公众反映的问题，促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另一方面，“观察员”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信息发布、活动组织等行为来影响普通公众的言行，协助政府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工作。

又如，湖南红网“百姓呼声”平台设置了“律师点评”栏目，通过邀请专业律师从法律的专业角度对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解读并提出建议，推动公众选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如，中国政府网自2014年起于每年“两会”期间开设“我向总理说句话”栏目，面向国内外社会公众征集关于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15个政府工作领域的看法和建议，并将之汇总整理、报送至国务院相关领导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阅。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93处部署具体工作的表述与公众建议高度契合；在“两会”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回应了公众留言关切的全国医保联网问题；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办理并解答了公众给总理的留言。
[6]



2．政府机构：基于问政流程的管理机制

作为网络问政的行使主体，政府机构需配合网络问政平台运营者对公众的问政需求（如投诉、咨询、建议）按转办、交办、督办的流程加以处理，同时还应针对网络问政流程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以监督和保障各环节的执行过程和质量。这具体可包括下述内容： （1）跨部门沟通与协调机制，即在各部门中安排专门的机构和团队负责日常的问政工作，明确权责、理顺关系、对接平台，使部门之间有效协同；（2）网络问政的运作机制，这包括使用网络问政平台的值班制度，以及处理公众留言的流程、时限等规范性制度； （3）绩效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各部门开展网络问政的结果列入部门绩效考核内容，由主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政府部门的问政结果展开考核，通过内部通报和公示的方式传达考核结果，并对问政效果不佳的政府部门予以问责； （4）反馈监督机制，与网络问政平台相配合，增加公众对政府反馈结果的再反馈和满意评价的功能，并由平台运营主体将公众评价意见通报给相关单位，督促各政府机构改进行政行为和提升绩效。

例如，为了更好地运用“网上民声”问政平台、保证问政效果，烟台市政府将该平台的统筹、协调工作交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并围绕网络问政工作的各环节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
[7]



第一，定时值班制度。 “网上民声”栏目给每个参与网上交流的部门都设立了单独的账号和密码，烟台市政府要求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答复程序和时限，分管领导亲自抓网上对话工作，并设置专人在每天上午10：00和下午4：00两个时间段使用本部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下载网
 上问题分发给各科室和所属单位进行处理，处理结果经部门领导签批后上网回复，并按回复意见认真解决公众反映的问题。

第二，办理时限规定。对“网上民声”上公众提出的问题，烟台市政府要求各部门尽力在三日内答复，最晚不得超出七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工作周期的，必须事先在网上向市民解释原因，待问题解决后再次沟通。同时，各政府部门对于具体问题的办理过程与时限亦出台了各自的管理办法。如烟台市教育局规定，各单位对属于咨询性质的留言，原则上应立时办结；对一般投诉与举报，应于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办结；对内容较复杂的投诉与举报事件，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应当即时向投诉举报人做出解释；对于重大的投诉和举报，应由承办单位或责任人员拟定上网答复的内容，报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即时上网公布；对特别重大的投诉和举报，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按照重大事项办理程序送交领导批阅后按程序办理。

第三，反馈和考核制度。 “网上民声”为公众提供了再次反馈平台，公众可对政府机构的回复做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平台运营主体每周将各部门的问题回复率
[8]

 、满意度
[9]

 等情况汇总并上报市直机关建设办公室，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每两周进行一次调度、每月进行一次小结、每季度进行一次通报，重点对问题回复不及时和群众满意度低的部门加以督促，并把各部门解答公众疑问、解决公众问题的情况以文件的形式上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时下发到各“网上民声”的交流部门，作为年底机关效能考核的参考。在每年年终举行的“万人评机关”和“万人评窗口”活动中，积极吸收公众参加评选，将日常网上问题的回复和解决情况当作评
 选的重要依据。这使得网络问政既有明确的奖励制度，又有严格的惩戒手段。


四、运用新技术创新平台功能与问政方式


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除了催生种种新的沟通渠道和方式，还使政府和公众对网络问政形成诸多新需求，一些知名的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在运营过程中顺应了此种趋势，借用新技术不断升级平台的功能、创新问政方式。


（一）移动问政与平台联动


伴随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问政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公众访问网络的门槛相较于PC端大幅降低，手机网民的数量不断攀升，这使政府得以向规模更为庞大的公众征集民需、民意、民计；又如，在公众对移动端的使用和接触日益增多时，随时随地参与、便捷发声查询、及时获得回应、双向平等沟通成为他们对网络问政的新需求。有鉴于此，一些部门有意识地将问政工作向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移动平台上延伸，这样做的价值如下：一者，借助移动平台操作便捷、交互性强、精准推送等技术特征，政府机构可在传统文字留言的问政形式外增添“随手拍”问政、语音互动、自动回复等新的互动方式，以及进行实时的、更具场景化的政务公开、政务服务，从而不仅为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便利，还使他们的需求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二者，通过建设相应的信息流转、问题处理与回复等工作机制，政府机构还可以将各个平台的信息以及各个部门的工作相互打通，构建网络问政多平台联动的新格局。

以广州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为例，开通伊始，广州市政府就将之定位为集“政务咨询、民生诉求、政民互动、投诉举报、效能监察”为一体的政务平台。在实践中，该平台通过建立有效的转办督办和监管考评机制，以及发挥处置非紧急事项的指挥调度中心作用，给广州市民提供了便捷的
 意见反馈渠道。另外，结合公众的媒体使用习惯与服务需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相继上线了网络、微信、移动App等渠道，从而使市民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随时随地向广州市政府反映诉求、表达意见。

其中， “广州12345”微信平台（见图6-2）设置有市民投诉（包括求助／投诉／举报、咨询建议、消费纠纷、户籍迁移、社保业务、噪音扰民）、在线客服、市民服务（包括案例公开、热门话题、工作动态、知识查询）和个人中心（包括我的诉求、进度查询、用户绑定等业务）等四个业务板块，并嵌入了地点定位、拍照上传附件等功能，供公众在表达诉求时便捷地进行“随手拍”反映真实情景，以及明确发送事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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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广州12345”微信平台界面

在业务流程上，12345服务热线形成如下规范： （1）一号受理，以一个号码对外，采用多个渠道受理公众意见； （2）分类处理，将公众反馈的信息按咨询类、诉求类、突发类、重点类（如领导和“两代表一委员”接听
 的来电事项，反映涉及群众重大利益并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事项，一天内多人反映或多次反映未解决的事项）、指引类（应指引公众前往专业渠道反映的事项，如属110、119、120等专线业务的事项，或涉及党员干部贪腐问题的事项）等类别进行划分； （3）单位承办，承办单位通过12345热线信息系统接收转办工单后应主动向群众进一步了解情况，按程序和职责办理事项，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事项、回复公众； （4）为了督促事项的办理，该平台还形成了协调督促、复核回访、办结归档等监督机制。
[10]




（二）大数据问政


在开放的、用户规模不断扩大的网络问政平台上，公众进行的是人人都可以参与、人声鼎沸的“广场式”讨论，此时个体的发言、诉求很容易被淹没，如何有效、快速地获取更真实、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民意、民需、民计，成为政府在开展网络问政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则为之提供了新思路：可将网络问政信息建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借助数据挖掘与分析工具，去重去噪、提炼重点、洞察关联、发现规律、预测趋势，并以直观易读的方式呈现，为政府的决策、施政提供有益参考。

这里可以借鉴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的例子。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重庆地区公众的诉求，增强对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参考，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引入大数据聚合分析技术，在整合各个栏目问政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专门的问政数据库体系，并于2014年6月推出了“问政大数聚”栏目，以可视化的形式按月呈现公众发布的咨询投诉的热点问题、各区县网络问政指数（包括区县公众使用网络问政的积极性和区县职能部门回复网民的情况两方面
 指标）、公众反复投诉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等内容，并对下月可能集中出现投诉的问题进行了预测。例如，2017年3月的“问政大数聚”显示，公众在3月共进行有效咨询投诉2 025件；公众在房地产、环境、教育三个领域反映的问题最多，分别占据总体的比例为18 % 、9 %和7 % ，其中公众对教育领域的投诉较2月显著提升，值得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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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运作经验

人民网是人民日报社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人民网在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为了能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以促进政民互动，人民网选择了具有页面简洁、操作便捷、直接呈现对话内容等特征的留言板作为沟通形式，创办了我国唯一覆盖全国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地方领导留言板”栏目，并通过持续的制度化建设和运作，对网络问政和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助推。


一、 “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发展历程


“地方领导留言板”栏目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这一年，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尝试把“干部简历”页面中的“我要留言”区合并到一起，开辟了全新的留言专栏。

2008年7月， “地方领导留言板”全面建设完成，为除台湾地区外全国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数千位各地各级党政“一把手”开通了专属留言板，公众既可以在留言板内以
 匿名方式自由发言，亦可随时浏览其他公众的留言。

2010年5月，留言板正式向各地市级领导留言办理单位开放回复权限，从而使留言回复工作更加及时、高效；同年8月，在既有的省、市两级留言板基础上，开通了县级领导留言板，为2 000多位县委书记分别建立专属版面。

至2016年底， “地方领导留言板”已形成了PC端、微信、微博、App等多个渠道联动发展的格局，先后吸引了59位省委书记、省长在此与公众展开互动，2 000多位市县“一把手”公开回复留言，22个省份陆续建立起留言办理的固定机制；该栏目于十年间累计回复留言超过了62万项。对此，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曾做出批示称： “反映社情民意、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互联网应该成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平台。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做法和经验应很好总结。”
[1]




二、 “地方领导留言板”的运作经验



（一）栏目设置


“地方领导留言板”在导航栏设有“首页” “留言” “反馈” “指数”及“帖近现场”等功能区，在其下又设置了“今日热点” “最新留言” “人物访谈” “我要留言” “网友反馈” “数据排行榜”等子板块（见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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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地方领导留言板”主要栏目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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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二）制度建设


为保证留言板的秩序和公众权益，“地方领导留言板”采取如下运作制度：

1．匿名留言

公众无论注册与否，在留言板上均是以“匿名”或是“笔名”的方式进行留言，以此来切实保障公众的权益。不过公众在留言信息中应填写个人信息（真实姓名、联系电话），以方便留言办理单位调查处理，网站则承诺对公众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2．先审后发机制

该机制适用于如下对象：第一，全体公众。留言板管理员会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地方领导留言板管理条例》对公众的所有留言内容进行审核和部分修正（如修改错别字、理顺语句）后，才会公开至留言板上并交由各地留言办理单位负责办理、反馈。一般而言，工作时段（周一至周日的8：00—17：00）的公众留言会在发布后30分钟内审核完毕，其他时段的留言将延至工作时段进行审核。第二，部分政府部门。以往留言板对所有政府部门均采用“领导或政府机构将自动回复传递至人民网—人民网确认来源及内容无误—由管理员同意发布回复”这一套运作流程，凡党政部门发来的留言回复，刊前都经过多种方式进行来源确认，切实保障每条回复都具有可信性、权威性。
[2]

 但自2010年后，留言板开始逐步向政府部门放开留言回复权限，政府留言办理单位只需填写回复权限申请登记表（注明单位名称、登录用户名、注册名、开通权限板块、联系人及联络方式）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人民网，经人民网认证后，各留言办理单位开通自身的留言回复账号，登录进入“机构后台”便可自行对留言加以处理，以此来提升留言回复的时效性。

3．留言通报机制

留言板安排专门的编辑人员以省为单位，阶段性地对公众留言进行归类、汇总，并发送给相应省份。汇总时，将一定时期内公众反映较多、意见较大的问题着重标识，以引起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与快速应对，从而促使大量有可能引发和激发社会矛盾的问题在萌芽状态下及时得到重视和解决。此外，针对一些在审核后未能公开发布在留言板上，或不确定是否属实、需要调查落实的公众留言，编辑也会加以汇总，不定期报送给各位
 领导，帮助领导更全面地了解社情民意。

4．反馈制度

反馈是问题处理的最终环节，为了保证问政的实效，“地方领导留言板”建设了如下反馈制度：第一，借助排行、统计等数据分析，按回复数量、回复率等指标定期发布“副省、地市级领导干部排行榜” “区县级领导干部排行榜”等榜单，对地方领导干部的执政效率、效能进行直接呈现，同时对消极怠慢的个别领导干部形成直接的鞭策监督作用
[3]

 ；第二，为网民提供反馈平台——“网友反馈”栏目，在这里，公众可再次向地方领导留言，对其问题处理工作做出回应，从而形成网络监督，督促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在现实社会中切实落实问政工作。


（三）特色活动


在运作过程中，除了常规的留言、审核、回复工作，“地方领导留言板”还充分发挥了平台资源丰富和用户规模庞大的优势，推出一系列问政活动，以进一步汇聚社会公众关注，扩大问政范围，提升问政效果。

自2011年起，每年“两会”期间，人民网都会推出互动栏目“两会来了，我托书记省长捎句话”，邀请公众关注全国“两会”，并通过“地方领导留言板”将自己的“两会”愿景捎给各地书记、省长；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公众留言将走进人民大会堂，在人民网设立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以引起更多代表、委员驻足观看；而一些公众集中反映的诉求，也得到了各地书记、省长的回应。以2017年的活动为例，截至2017年3月9日，该活动吸引了超过13万公众的参与，农村教育、城乡交通、医保报销、民风民俗、环境保护、简政放权等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相继有20多个省份对公众的上万条留言做出公开答复，共计12位省级党政“一把手”通过人民网
 致信公众。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回信中谈到，公众借助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给他的留言，他都认真阅读，对于建设性的建议和合理诉求，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纳和努力解决，及时回复。
[4]



2013年底，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推出“学习手册”栏目。截至2016年底，该栏目发布了20期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的话题。在内容呈现上， “学习手册”兼具“高颜值”和“高信息量”，不仅对“地方领导留言板”中公众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做出了权威的政策解读，还辅以大数据的支持、精美的版面和插图设计，提升了内容的易读性和可读性。例如，针对公众对养老金的疑惑， “学习手册”制作了“ ‘养老金双轨制’的破冰之旅”，生动形象地阐释了传统“双轨制”养老金体系的缺陷、 “养老金并轨”的好处以及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进程等内容；再如，为解释自贸区政策，推出了“四大自贸区将怎样改变你的生活”专题，围绕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海淘、购物、买车、医疗、出境旅游等领域，介绍了自贸区改革对公众生活的影响。

2016年，在开设十周年之际， “地方领导留言板”与《人民日报》共同策划了主题为“互联网＋群众路线怎么走——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的调研活动，特派记者前往天津、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10个近年来办理公众留言情况名列前茅的省份进行深入采访，盘点梳理了这些地区的政府领导对网络问政的认识和实践经验，以供其他地区政府部门借鉴。


三、各省份运用“地方领导留言板”的保障制度


截至2016年底，已有20个省份陆续出台了“红头文件”，用各具特色
 的制度保障留言板问政取得实效。结合各地的保障制度观之，大体具有三方面特点：第一，留言办理的职责分工明确。各地大多将办理留言的管理单位设置于督查系统、信访系统、独立处室等机构之中，并创建了具体的协调督办机制来明确各承办主体的职责分工以及促进其与管理单位的对接。第二，留言管理的工作机制完善，这包括交办机制、审核把关机制、公开回复机制、分析通报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定期指导机制等具体化的工作机制。具体到每一项工作机制，相关省市均通过出台规章制度的方式，对办理时限、回复程序、目标考核等做了明确规定，保障了留言办理各个环节分工明确、有章可循、相互配合。第三，领导的重视助推政策延续。相关省份的前任领导与继任者都对网络民意高度重视，这使得该地区的网络留言办理政策、办理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延续。比如，张高丽在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曾专门主持召开了“人民网网民留言办理答复座谈会”，继任者孙春兰也同样对此事保持高度重视；又如，刘奇葆在主政四川时便多次要求总结和完善留言办理工作，并亲自视察公众于网络反映的问题，王东明书记在上任后，对“地方领导留言板”做出批示，进一步要求各政府部门提高效率，把该项工作纳入目标考核。
[5]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推行留言办理制度较早的安徽省的相关实践对此加以说明。2008年10月，安徽省委主要领导要求各地把办理网民留言作为网络问政重要内容抓紧抓好，指定省委督查室具体负责。2009年4月11日，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办理人民网网友给省委书记留言的暂行规定》，通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来推进办理留言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正是得益于领导的重视和保障制度的建设，安徽省在留言回复率、回复时长、留言被交办数量、网民满意度等留言回复办理效度方面领先于全国其他省
 份，在2016年发布的全国网民留言回复办理指数排行榜上位居第一位
[6]

 ，其运营经验也为其他地区所广泛借鉴。具体而言，安徽省建立的留言办理制度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责任分工方面，安徽省各市委和省直部门是办理人民网网民给省委书记留言的承办单位，各市委督查室和省直部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办理工作，省委督查室负责对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各留言承办单位须与信访、政府督查室等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明确责任，避免重复办理，提高效率，确保办理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在工作流程方面，办理留言工作实行主动认领和交办相结合的做法。对涉及地方的留言，以各市主动认领为主；对涉及全省工作问题和政策性的留言，由省委督查室交相关省直部门办理。具体来说，则是各市委督查室明确专人每天定时上网浏览，主动认领涉及本地内容的具体的、言之有物的留言，每个工作日将当天认领情况发送至“人民网安徽视窗”；若一周内没有认领到留言，在周五实行“零报告”。省委督查室明确专人每天上网浏览，对各市的留言认领情况进行审核、登记，对未能认领的留言及时提醒，督促认领。对于主动认领和省委督查室交办的留言，各承办单位须认真组织核查，提出处理意见，向省委督查室书面反馈办理情况（并通过党政内网发送电子文档）；而反馈时间则要求能快则快，一般不超过1个月，因情况复杂不能按时办结的，要向省委督查室反馈进展情况。

第三，在留言回复方面，安徽省政府要求各单位能够回复网民的应尽量回复。回复意见经承办单位负责同志审签后，与“人民网安徽视窗”联系，以承办单位名义在人民网回复；对有联系方式的网友也可直接向其本人回复；而对重要问题的回复意见应经省委督查室审核把关。


 第四，在监督考核方面，省委督查室每月对办理网民留言情况加以汇总整理，以《安徽督查（网友留言办理）》形式报送省委领导，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对网民反映的问题不及时认真解决，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此外，其他省份所建立的保障制度也各有特色。比如，广东省建立了一套政府与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网民良性互动的机制，每天安排专人负责整理、分析、归类公众留言，编发《网友留言周报》。又如，河南省创建了督查体系，涵盖如下方面：一是领导重视情况，即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同志对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做出批示、指示的情况，召开专题研究部署会议的情况、人员配备的情况；二是内部管理情况，即政府部门印发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文件，建立工作制度、工作流程的情况；三是基础建设情况，考核是否配备分别连接互联网、省委督查专网的计算机以及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专用设备；四是留言办理情况，考核各级政府部门及时认领网民留言并按时办结的情况，主要考察留言办理依据是否准确、处理是否到位，办理报告格式是否规范，主管领导是否审签，是否对有联系人、联系电话的留言进行回访，是否有留言办理通报、民意分析报告，是否有留言办理方面的理论文章或经验材料。
[7]




四、全媒体平台联动发展


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移动终端成为广大公众获取资讯、沟通交流、休闲娱乐的首选媒体。对此， “地方领导留言板”相继推出了微信、微博、App、微信小程序等新平台，既对PC端留言板的政务功能加以拓展，丰富了政民沟通的渠道与手段，进一步方便了公众和政府机构的使
 用，又通过各个平台的差异化定位，满足了公众的多元需求，实现了全媒体平台互为补充、联动发展。

其中，新浪微博“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定位为典型问政案例、每周留言盘点、地方领导对网络问政的观点、栏目发展动态等信息的实时发布平台，目标是通过与公众的日常互动提升公众对平台的认知度和好感度。不过该平台不承担留言交办的职能，在其页面简介中明确建议公众前往“地方领导留言板”官方网站去“反映问题，给领导留言”， “相关领导会统一在上面看留言来回复”。

官方微信的信息发布功能相对稍弱——每天只推送四则问政动态信息，但却加入了便捷问政的功能，公众只需点击微信页面导航栏上“我要留言”的按钮，便可直接跳转至与PC端一样的页面给各地领导干部留言。此外，公众还可利用手机的拍摄功能快捷上传照片。

App则集成了所有PC端内容和其他移动端功能。其面向普通公众的版本（见图63）由“首页” “浏览” “指数” “留言”四大功能区组成，分别实现网络问政新近信息发布、各地公众留言与回复动态实时呈现、领导干部排行榜发布、公众的发言以及发言状态实时查看（是否被通过、是否得到回复）等功能，基本承继了PC端的主要信息内容和功能。同时，App还借助移动端信息采集和处理的优势，增添了“随手拍”直接上传照片，以及将信息快速分享至微博、Q Q、微信、朋友圈等功能，方便公众的使用。与其他留言渠道不同的是，App要求公众在注册、登录后方能留言。

而旨在方便各地领导干部及政府部门移动化办公、快速查看和交办留言的App版本则提供了留言办理（包括网民留言的回复、举报、领导批示、认领交办）、留言筛选（按是否得到回复的状态、发布时间、留言类别、关涉领域等指标对留言进行分类）、留言情况查看（所有留言数量、待回复数量、已回复数量、待解释数量）和超时自动断开登录的账号安全保护等功能。




[image: picture]


图6-3　面向普通公众的“地方领导留言板”App界面

为了进一步方便公众的使用、提升公众留言的积极性， “地方领导留言板”还于2017年推出了微信小程序，令公众省去了下载、安装App以及注册、登录的烦琐流程，只需在微信上“扫一扫”或是“搜一下”就可以打开相应的应用页面，公众用自己的微信账号登录后就可以浏览和使用跟App同样的内容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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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再论政务微博的功能与价值

微博自2010年前后在国内呈现“井喷式”发展以来，凭借互动、即时、开放、裂变式传播等特性，迅速成为政府获取社情民意、公开政务信息、推行网络问政、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平台。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政务微博的发展又面临全新的环境：一者，政务微信、政务App的快速发展重塑了政府的宣传格局，政务微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价值受到质疑；二者， “互联网＋社会治理”渐成大势，各类新媒体如何联动、协调以助力社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对此，本章在梳理政务微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微博的特征和比较优势，以及社会治理的需求与目标，从信息、互动和服务三个维度对政务微博的功能与价值做出阐述。





第一节　政务微博的发展状况


一、政务微博兴起的背景


微博是微型博客的简称，因其与传统博客相比发布字数受到限制（大多微博平台规定每条微博不得超过140个字）而得名。政务微博则是由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公共事务而开设的微博，通过这一平台，政府可以实时发声，与民互动，发起活动，展开问政。

我国政务微博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背景因素：


 第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在提升信息传播便捷性与即时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网络使用门槛，扩大了网民规模，夯实了微博的用户基础。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3．8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28．9 %
[1]

 ，而到了2016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将近翻了一番，达到了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上升为53．2 %
[2]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扩大了手机网民的规模，而这又为微博注入活力。2016年12月，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达3．13亿，其中90 %为移动端用户。
[3]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改革的需要。政务微博的兴起虽得益于技术发展，但也离不开政府内在的驱动。如今，政府正在由管理型、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有限型政府转变。借助微博等新兴平台，政府能够及时发布和公开信息，倾听民意并回应人们的关切，汇集民智、民计以优化自身的决策和执政，更好地“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从而在推动政府转型和改革的同时加速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第三，公众公民意识的提升。互联网对民智的开启和培养作用无疑是积极而有效的。通过在网络平台上的信息获取、学习示范、活动参与、交流对话，人们以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等为内核的公民意识持续提升，一大批有问题意识、愿意参与、懂得方法且相对更为理性的公众愿意借助微博这些互动性强、影响力大的平台行使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借此达成参政议政、解决问题和监督社会的目的。


 二、政务微博的发展历程


2009年，新浪微博等微博平台上线，拉开了政务微博蓬勃发展的大幕。当年11月，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在新浪微博平台开通了官方微博“＠桃源政府网站”，成为我国首个政务微博。
[4]

 之后，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开通了“＠微博云南”，并通过该微博第一时间发布了螺蛳湾批发市场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情况，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2009年11月21日上午，昆明市螺蛳湾市场部分商户因拆迁纠纷而制造了一起堵路事件，部分人员沿途砸毁施工隔离栏，堵断交通，打砸工程车辆，并用砖块攻击现场执勤民警。这一事件持续了近5个小时，下午4时，昆明警方在云南网和昆明信息港等网站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情况，同时，为了增加信息公开途径， “＠微博云南”落户新浪。当日晚9 时35分， “＠微博云南”发布了螺蛳湾事件通报： “今天上午9时许，昆明市螺蛳湾市场及云纺商业区100余名不愿搬迁的商户聚集散发传单，抵制关闭市场。随即，现场围观人员聚集了1 000余人，部分人员沿途砸毁施工隔离栏，堵断交通，打砸工程车辆，并用砖块攻击现场执勤民警。下午，警方先后将24人带离审查，事态得以平息。”这一微博的发布，体现了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从“捂盖子”转向“揭盖子”，提升了政府公开、透明的形象，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对其他政府部门起到了示范作用。

2011年政务微博呈“井喷式”发展，后来这一年被有的研究者称为“政务微博元年”。
[5]

 在各类政务微博中，以“＠平安北京”和“＠平安肇庆”为代表的公安微博异军突起，成为最大的政务微博门类。同年11月，
 首个政务微博发布厅——“北京微博发布厅”在新浪上线运行，首批共有20个北京市政府部门的政务微博加入，其中“＠平安北京”承担沟通协调、督促善政的职责。此外，还有7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开通个人微博，通过“发布厅”与网民互动。
[6]

 政务微博发布厅模式随后被各级政府机构广泛采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各地司法机构推出“全国法院微博发布厅”，借助“发布厅”及时向社会发布、公开审判执行信息，并在“发布厅”中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未成年人等走进法院、走近法官，零距离感受法院工作，成为政务微博发布厅创新的典型案例。

基于政务微博的勃兴之势，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将政务微博正式确立为继政府网站、政府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的第三大官方权威信息发布平台。
[7]

 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又明确提出要“加强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区、各层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纷纷开设政务微博，政务微博的运作日趋常态化。截至2014年底，政务微博的数量已超过了10万个。
[8]



尽管政务微博渐成规模，但“僵尸微博” “作秀微博”等问题却普遍存在。为了保证政务微博在信息公开、舆情回应、官民互动等方面的实效，我国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例如，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要
 “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新模式，提高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 “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政务客户端等新平台，扩大信息传播，开展在线服务，增强用户体验”，并对政务微博等政务新媒体平台与其他新闻媒体的联动合作予以重视。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利用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提高政务舆情回应时效，并适应传播对象化、分众化趋势，提升回应信息的到达率。

回顾政务微博发展的近10年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政务新媒体平台大致经历了从摸索尝试、学习借鉴，到多点开花、政策推动，再到遭遇瓶颈、转型创新的过程。若以功能观之，有研究者又将政务微博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1）在1．0阶段，政务微博将信息发布作为核心功能；政府部门相继开通政务微博，数量增长迅速，政务微博逐渐发展成为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 （2）在2．0阶段，随着政务微博的规模化发展，在信息发布之外，政务微博通过评论、私信等功能为公众提供话语空间，汇集民意，反映民声，畅通官民的对话渠道，其互动价值逐渐凸显。此外，政务微博在突发舆情应对与公共话题议程设置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索。 （3）在3．0阶段，服务与关系成为政务微博信息、互动之外的新发展导向。
[9]



大体来看，近年的政务微博显现出规模化和矩阵化的新态势。

在规模化方面，仅以新浪微博观之，2010年新浪政务微博仅有552个，但截至2016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6万。
[10]

 政务微博的覆盖面也从发展初期的公安、旅游、宣传、司法系统逐渐拓展至交通、气象、环保、医疗卫生、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矩阵化方面，政务微博改变了先前“一盘散沙”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上下联动、横向协作、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参与的模式。2012年1月，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在腾讯微博上线了我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矩阵，尝试形成各党政部门统一的网络传播出口。近年，银川、昆明、成都等地建设了一批优秀的政务微博矩阵，进一步强化了矩阵功能。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曾撰写研究报告加以总结，并将政务微博矩阵分为三类形态。
[11]



一是正能量传播矩阵形态。此类矩阵大多数体现在垂直职能或行业内部，通过主动策划传播、上下联动形成传播声量，如共青团、国资委等政务微博。

二是突发公共事件新闻舆论引导矩阵形态。这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及社会热点事件中，政务微博进行多职能、多层级、跨区域和纵横交错式的积极应对的形态。比如，全国多地在遭遇夏季暴雨或洪涝灾害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政务微博协同作战，主动发声，告知事实，澄清谣言，还原真相。

三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矩阵形态。这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矩阵运营形态，强调既要以矩阵式组织管理模式加强内部的垂直沟通联动，又要与横向职能单位进行协同合作，从而使政务微博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当中，回应并解决网民问题。

以宁夏银川市的政务微博矩阵建设为例，2012年，为充分运用和发挥政务微博在反映社情民意、汇聚民智、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的作用，银川市制定出台了《银川市党务政务网络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将政务微博矩阵化作为建立快捷、高效政务微博平台的重要途径。以“＠问政银川”为主
 导的政务微博矩阵形成以来，成效显著，为政务微博矩阵建设提供了优秀范本，表7-1对其运作要点做出提炼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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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银川市政务微博矩阵的运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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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政务新媒体学院．独家专访： “＠问政银川” ——“互联网＋社会治理”方法论的实践者［EB／O L］． （2017~05~17） ［2017~07~11］． http： ／／weibo．com／ttarticle／p／show？ id＝230940 410808487529 4980；孟川瑾，卢靖．基于新公共服务的政务微博运行机制——“＠问政银川”案例研究［J］．电子政务，2016 （4）：45~53．



注释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O L］． （2010~01~15） ［2017~04~02］． http： ／／w w 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index ＿3． htm．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 L］． （2017~01~22）［2017~04~02］． http： ／／w w 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index． htm．


[3]
 新浪．2016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EB／O L］． （2017~02~23） ［2017~04~02］． http： ／／tech．sina．com．cn／i／2017~02~23／doc~ifyavvsh5976842．shtml ．


[4]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指尖上的“政”能量——如何运营政务微博与微信［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34．


[5]
 张志安，曹艳辉．政务微博微信实用手册［M ］．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3．


[6]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指尖上的“政”能量——如何运营政务微博与微信［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34~47．


[7]
 陈尚荣，孙宜君．论全媒体语境下的政府形象传播［J］．现代传播，2015 （12）：55~58．


[8]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报告［R／O L］．（2015~01~29）［2017~04~02］．http： ／／yuqing． people．com．cn／G B／392071／392730／index． html ．


[9]
 沈阳．政务微博的模式演进［EB／O L］． （2015~01~29） ［2017~04~02］． http： ／／city． sina．com． cn／focus／t／2015~01~29／114548882． html ．


[10]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6年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R／O L］． （2017~01~19）［2017~04~02］． http： ／／yuqing． people．com．cn／n1／2017／0119／c209043~29036185~2． html ．


[11]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2016年中国政务微博矩阵发展报告［R／O L］．（2017~02~07） ［2017~04~02］． http： ／／w w w．sohu．com／a／125760925 ＿483389．





第二节　政务微博功能与价值的再讨论


一、政务微博遇到的挑战及需要思考的问题


尽管政务微博规模庞大、作用明显，在政府传播格局中处于重要地位，但近些年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运作的问题使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外部环境来看，微信和各类移动应用程序的兴起，使受众与注意力分流的趋势更为明显。一方面，随着新闻客户端和微信的迅速发展，资讯与社交平台更加多元，很多微博用户迁移至形式更新颖、好友更密集的新平台。此外，由于管制力度的加强，部分微博“大V”活跃度变低，微博的热度有所下降。虽然近两年微博连续推出短视频、网红直播等新产品、新服务，其活跃用户数量也有一定回升，但在新的行业格局中，微博在内容
 维度上正从早期更多地聚焦时政话题、社会信息等领域，向基于兴趣的垂直细分领域转型。另一方面，政务微信、政务App发展迅猛，截至2015年8月，全国开设的政务民生公众号已经超过8．3万个
[1]

 ，为公众提供了更多获取政务信息、办理业务、参与问政的渠道，政务微博不仅不再无法替代，反而频频受到有关存在必要性的质疑。

从内部运作来看，虽然大多政务微博的运行有专人负责，有制度保障，有经验可循，但“僵尸账号” “官腔账号” “应付账号” “错位账号” （见表7-2）等比比皆是，严重妨碍政务微博的健康发展，对政府形象造成不小的损害。虽然政务微博受到地域特征和行业特点的影响，但其内部运作无疑是主导政务微博发展结构和趋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目前，政务微博百强账号从地域上看多集中于广东、四川、江苏等省份，从部门上看又多为公安、新闻办等部门，从势头上看呈现出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虽然“＠平安北京” “＠南京发布”等一批优秀的政务微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良好的社会反响，但相对于总量接近30万的政务微博整体来说，优秀政务微博的数量仍十分稀少，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政务微博日渐陷入无方向、无动力、无效果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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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政务微博的几类“问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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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基于上述种种挑战，政务微博的运营亟须针对下述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并给出清晰的方案：

微观方面，面对用户和注意力资源分流加剧的状况，依托于“弱关系”的政务微博该如何在提升关注度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受众黏性？

中观方面，在“两微一端”联动发展的环境中，政务微博该怎样实现差异化发展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避免资源浪费？

宏观方面，政务微博该如何进行优化升级，以顺应、契合、推动“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大势？


二、政务微博的核心功能与发展价值


无论何种政务新媒体，发布信息、与民互动及提供服务都是其在移动
 互联时代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功能。不过，由于新媒体平台属性的差异，政务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App的核心功能亦不尽相同。如果说政务微信偏重互动、政务App强在服务，那么政务微博则在信息发布的速度、覆盖范围、更新频次等方面更具优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微博在互动和服务上没有价值，若能善加运用，政务微博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接下来，笔者即结合近年政务微博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分别从信息、互动和服务三个维度入手，探讨政务微博的发展价值。


（一）信息维度


信息发布是政务微博最为核心的功能。近年，随着全面政务公开工作的推进，各级政府部门都明显加强了对政务微博这一“信息窗口”的重视与建设。通过这个“窗口”，政府可以有效推进政务公开，快速辟谣止谣，强化舆论引导。

1．有效推进政务公开

政务微博是推进政务决策、执行、管理、服务与结果全面公开的重要平台。与其他政务新媒体相比，政务微博的政务公开形式更多样、路径更多元。

在形式上，从140字的纯文本发布到图文、视频、音频结合的多媒体应用，从漫画、动画、沙画的运用到互动游戏、微直播、微访谈、V R等活动与技术的尝试，政务微博一方面保持和提升了政务信息的易读性、趣味性，另一方面也有益于营造“现场感”和“代入感”，增强政府决策、执行、管理、服务中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效果。

例如，从2016年8月9日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联合新浪微博组织多地公安交管部门通过政务微博等渠道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国交警直播月”活动，直播一线执法现场。北京、天津、南京、武汉、深圳、潍坊、唐山等多地公安交管部门参与了直播活动。直播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交管部门结合本地交通违法重点整治行动，呈现查处酒驾、乘车人不系安全
 带等执法行动的过程；第二，由一线交警对现场执法依据、执法环节、执法流程进行专业解读；第三，在直播的过程中与网民互动交流，回答网民提问。
[2]



直播吸引了大量网民的关注。比如8月9日23点， “＠深圳交警”直播了查处酒驾、违规使用远光灯的“猎虎行动”，直播观看量达124万（见图7-1）。8月13日16点， “＠湖南高速警察”进行了“旅游出行交通安全”主题执法直播，并在直播过程中通过发布红包口令、转发微博抽取奖品等福利进行推广。
[3]

 在“全国交警直播月”活动落幕之后，不少交管部门将执法直播作为长期化、常态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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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深圳交警”直播“猎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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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安徽消防”发布辟谣微博

在路径上，基于微博的特殊功能，政务微博可充分利用“粉丝头条”
[4]

 “热门微博榜” “热门话题” “大V转发”等功能，有效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提升传播实效。正是有了这些多元路径，即便面临政务微信、政务App在受众分流方面的挑战，政务微博的信息阅读量在所有政务新媒体平台中仍处于首位（当然也有政务微博数量更多、所发信息更频繁的原因）。有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政务微博总阅读量达2 605亿，其中单条微博的阅读量超过100万的有11 778条，超过1 000万的有335条。
[5]



2．快速辟谣止谣

移动互联时代，谣言的滋生、繁殖更为容易。其一，借助微博等构建而成的关系网络，谣言一旦生发，其传播速度更快、扩散范围更广，常常在监管者还来不及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时就已呈泛滥之势；其二，造谣者的非实名身份和传谣者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又使得控制谣言的难度加大；其三，受到出名、获利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等动机的影响，部分微博传播者片面追求内容的“新、奇、快”，不仅不去查证微博信息的真实性，反而还会通过删减细节、夸大局部、添油加醋等方式使不实信息更加符合大众的经验、思维及想象，从而加速了谣言的传播。上述因素使微博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数据显示，近六成假新闻首发于此。
[6]

 相应的，微博谣言的治理也日益受到重视，政务微博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治理力量。

第一，政务微博能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还原真相，压缩甚至消除谣言的传播空间，尤其在突发事件中，可以有效降低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2017年2月，安徽铜陵市恒兴化工有限公司高沸点溶剂罐发生爆炸，引发火灾。事故发生后，包括谣言在内的各类信息在微博平台大量传播，其中有消息称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也有一些权威媒体发布了不实信息。对此，“＠中警安徽” “＠安徽消防”等相关部门的政务微博及时采取了有效的辟谣手段
[7]

 ，着重在“何时说” “说什么” “怎么说”三方面寻求对策。

首先是“何时说” ——抢占第一时间。政府部门对谣言的感知与回应速度对于谣言的澄清至关重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无法在第一时间（即能多快就多快）展开应对，就可能使政府部门陷入被动，并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在这一方面，政务微博为政府部门快速发声提供了有利条件。在2月8日22时50分爆炸发生后， “＠中警安徽”立即发布了一则微博告知市民，公安与消防等一线力量已赶赴现场，并提醒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具体情况以官微发布内容为准。

其次是“说什么” ——回应社会关切。针对此类事件，媒体和公众普遍关心事件成因、影响程度、影响范围、政府举措、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情况，因此政府部门不应避重就轻或模棱两可，只有主动地、清晰地回应这些社会关切，方能为自身的意见竞争和辟谣止谣加分增力。爆炸发生后，有微博传言“爆炸已造成2人因窒息死亡”，对此， “＠中警安徽”发布了最新的伤亡情况是“暂无人员伤亡”，澄清谣言。“＠铜陵发布”于零点后，先后发布三篇事件原因查明续报，告知公众事实真相。

最后是“怎么说” ——有理有据、联合发声。对于不少媒体发布的不实爆炸视频， “＠安徽消防”详细指出其问题所在（见图72）。同时，在辟谣过程中， “＠中警安徽” “＠安徽消防” “＠安徽发布” “＠中国消防”等政务官微与“＠人民日报” “＠头条新闻”等媒体官微形成联动，共同发声，有效增强了辟谣力度。

第二，政务微博除发布辟谣信息之外，还可以通过话题设置、平台搭建等方式，鼓励微博用户共同参与谣言治理，从而充分调动公众力量，增强辟谣力度。

例如，2016年5月12日，公安部联合新浪微博推出了“全国辟谣平台”
[8]

 。该平台是全国首个针对全网范围的谣言举报和辟谣平台，以全国189个网警巡查官微和各地公安局的“平安”系列微博为主力，在微博开设便捷渠道接受网民对互联网谣言的举报处理。网民可通过微博首页公告栏的“全国辟谣平台”入口或“＠微博辟谣”粉丝服务菜单栏中的“全国辟谣”入口进入举报页面，在上面准确填写被举报内容的链接或者上传被举报内容的截图，填写举报理由即可（见图7-3）。提交举报后， “全国辟谣平台”上的网警巡查官微和各地公安局的“平安”系列官微会第一时间对网民举报进行核查处理，并通过发布＃微博辟谣＃内容进行官方辟谣。此外， “＠
 微博辟谣”也会联合公安部发布每月辟谣报告，集中公布典型谣言和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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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全国辟谣平台”举报页面

3．强化舆论引导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能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
[9]

 在我国改革转型的关键期，公众表达自身信息、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各类新媒体平台汇集着大量的社情民意并因之形成影响力巨大的“民间舆论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事件或问题都可能被挖掘出来并广为传播，尤其是那些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收入分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食品安全、住房、社会保障、大学生就业、看病难看病贵、教育改革、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以及涉及腐败、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领域的事件，
 更可能迅速点燃民众的情绪并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声讨。

微博是一个具有草根性、去中心化、裂变传播和规模围观等特征的多元主体诉求表达空间。在这一空间，人声鼎沸已是常态，舆论风暴频频生成，在为官方的舆论引导增加难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话、沟通，增强了政府对舆情生发、变化的感知，利于隐性舆情转化为显性舆情，进一步利于政府对民间舆论的有效引导。

2016年12月5日上午，微博网民“＠冰狗狗”发微博控诉昆明交警“不近人情”，大清早在幼儿园门口贴罚单： “ ‘春城骑警’一个多美的名字，今天算是真正领教了他的素质。短短进出幼儿园几分钟接送孩子，每个学校门口都是一样忙碌的早晨，谁也不会多停留，交警们早早就开始他们‘不近人情’的工作，幼儿园门口贴罚单，家长们不理解，5分钟不到的时间就要贴罚单… … ”该微博发布后，随即被转发了4万多次，登上了微博热搜。

仅过了10分钟，昆明交警便做出响应，表示会对该网民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12月6日下午，昆明交警专门就此事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向媒体公布交警执法记录仪视频。同时， “＠昆明交警”先后三次发布微博，对此事进行回应：第一次，表明态度，会对事件进行认真核查。第二次，通报核查情况、还原事件真相（见图74）。12月5日上午8时许，3名“骑警”队员巡逻发现在盘龙区金江实验幼儿园附近路段交通拥堵，拥堵系违法停车所致（该路为双向两车道，道路一侧设有停车泊位，道路双向均设有禁止停车标志，当时该路段共停放有4排机动车，仅保留1条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对驾驶员不在现场的小轿车粘贴了《交通违法告知单》，并且查询到该车已经“脱检”，且有20次交通违法未处理。为此，交警要求该车车主出示相关证件。第三次，呼吁公众共同遵守交通规范。
[10]

 
 在此次舆情事件应对中， “＠昆明交警”及时对事件进行核查通报，事实表述清晰完整，积极回应民众关切，良好表态赢得支持，将一次可能对自身造成负面冲击的舆情事件转化为构建昆明交警良好形象的宣传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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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昆明交警”发文通报核查情况

另外，对于首发于微信等其他平台的舆情事件，政务微博也具有协同监测与管理的价值。

2016年11月30日，一篇题为《罗某某，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内引起了极大关注，在短时间内阅读量便超过了10万。小朋友罗某某不幸身患白血病，其父亲罗尔以“卖文”的方式将这篇文章放在深圳小铜人金融服务公司的公众号“P2P观察”里推送。读者每转发一次，小铜人金融服务公司便给罗某某一块钱，文章同时开通了赞赏功能，赞赏金全部捐给孩子。不少网民出于善心，以打赏或捐赠的方式为孩子进行筹款。然
 而，转发热潮未退，朋友圈却开始出现“知情人士”的爆料及质疑声——比如孩子生病是真，但“卖文”筹钱疑似网络营销；罗尔经济不差，有三套房、两辆车以及一家广告公司等。随着爆料信息的增加，网民的态度从同情支持转变为对整个事件的质疑与批评，引发了新一轮舆论风波。虽然此后“P2P观察”及罗尔本人都对网友的质疑做出回应，但舆论持续发酵。

11月30日，面对网上有关罗某某治疗费用的爆料， “＠深圳市儿童医院”立即通报了救治情况，并将自费与医保支付清单明细列出， “＠深圳微博发布厅”和“＠健康深圳”随即进行了转发。同时， “＠深圳市民政局”发布微博表示已就此事成立了调查组，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而民政部新闻办官方微博“＠民政微语”则针对网民有争议的问题做了专家答疑。政务微博的及时介入、适时发声，对于打消公众疑虑、平息公众怒火、引导舆论走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1]




（二）互动维度


政务微博最有价值的功能之一，就是政府机构可通过在线评论、私信留言、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与公众展开持续、及时、深入的互动，从而一方面丰富了网络问政的形式和渠道，另一方面塑造了政府亲民而不冰冷、具体而不抽象、鲜活而不呆板的良好形象。

1．优化网络问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随着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行使其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的重要渠道；正如笔者在第六章提到的，在“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借助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网络问政，既可畅通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社会治理的格局，也可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还能解决公众实际问题、优化社会治理效果。

在这一方面，政府部门除了能运用微博及时、精准地为公众提供动态服务，迅速、有效地回应公众的合理诉求，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的水平，还可以通过发起话题等形式，引导公众参与民主讨论，倾听民意，汇聚民智。典型的例子如重庆江北区政府曾在微博上组织的问计活动（详见第六章），又如在2016年12月至“两会”期间， “＠中国政府网”举办了“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见图7-5），鼓励网民就“住有所居”“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钱包那些事”等话题发表对2017年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将精选建言报送给国务院领导或转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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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我向总理说句话”活动页面


 2．推进形象塑造

在移动互联时代，如果不能将自身形塑为一个有人情味、有温度、有关怀的人格化形象，政府机构的正面宣传或危机传播就可能陷入信息“飞沫化”的困境——无人倾听、信者寥寥，更谈不上通过宣传打动人、影响人、说服人。而“＠平安北京” “＠我在120上班”等诸多案例已经证明，通过定位“拟人化”、发声“说人话”、互动“多走心”和“接地气”，政务微博非常有助于推进政府机构的形象塑造。在互动方面，一些政务微博打造的特色互动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关注度、认知度和美誉度。

比如，自2015年起，天津市公安局联合新浪微博举办了“我要是警察”系列主题活动。该活动将线下活动与线上矩阵宣传相结合，以现场宣传活动、特邀嘉宾体验、 H5小游戏等形式科普安全知识，构建警察形象，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活动的直播微博阅读量达175万，微博话题阅读量也有2 800万。其具体内容包括： （1）特邀嘉宾体验。2015年12月，为了借助名人效应，扩大活动影响力，天津市公安局根据网民的投票结果及嘉宾实际情况，安排6位特邀嘉宾走近特警、交警、消防和派出所亲身体验相关工作，并由“＠平安天津”全程直播（见图7-6）。 （2）现场宣传。2016年9 月19日至9月23日，活动以教官演示、体验互动、小品演绎等形式在商场、驾校、大学、企业、社区举办8场现场直播。如在首场活动中，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教官现场演示防身自卫术，和平分局民警表演防范电信诈骗小品《抓你没商量》等。 （3）推出H5小游戏。 “＠平安天津”设计了“看看自己有几分警察气质”等H5小游戏，让网民在游戏中体验不同警种的岗位职责，体会警察的工作艰辛。小游戏获胜者还有机会和特邀嘉宾零距离接触。随后，天津市公安局又举办了“致敬平安校园行” “蜀黍和我去闯关”等活动，以此作为“我要是警察”活动的深化和延续。“我要是警察”活动如今已经成为系列品牌活动，对提升天津市公安局及公安干警的
 形象起到良好的作用。
[12]



[image: picture]


图7-6　“＠平安天津”发布嘉宾体验活动


（三）服务维度


尽管与微信服务号、政务App等政务服务平台相比，政务微博的服务功能并不突出，但因为互动便捷、使用者众、传播力强，政务微博在提供和丰富政务服务方面也有明显的价值。

1．提供政务服务

近年，不少政务微博开始提供政务服务，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譬如
 “＠上海发布”开设了“市政大厅”平台，为公众提供出入境业务办理、公积金查询、个税查询、路况查询等服务。又如， “＠南昌发布”安排专人解决受众的问题和诉求，2016年解决问题和诉求1 600余件，内容涉及交通、卫生、教育、民政、气象、社保、供水、供电等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事事有答复，件件有回音”
[13]

 。

2017年春节期间， “＠湖南公安在线”通过微博成功帮助我国境外游客平安回国的案例也很有代表性。
[14]

 2017年1月30日12时45分， “＠湖南公安在线”收到一条求助私信：湘籍游客小颜与家人在越南度假时遭遇抢劫，丢失了所有证件，希望可以获得湖南省公安厅的帮助。收到私信后， “＠湖南公安在线”一边通过微博与小颜保持联系，一边立即将情况上报负责人。在获得小颜一家的身份信息后， “＠湖南公安在线”负责人迅速联系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国境工作处，对来自我国驻越南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信息审核请求进行核查，并于15时将小颜一家的信息反馈给领事馆，帮助小颜解决了问题。2月3日，小颜通过微博私信反馈自己和家人已成功回国。

此外，还有不少政务微博充分利用微博的私信、搜索等功能创新服务模式。例如“＠成都共青团”会每天搜索“迷茫” “好烦” “想不开”等关键词，运用评论、私信等方式与信息发送者交流沟通，给予其相应的帮助；还会通过“寻物＋成都”的搜索，主动向公众提供寻人寻物的服务，长期以来形成了品牌效应，本地公众有相关需求后，常会主动联系“＠成都共青团”寻求帮助。而“＠成都共青团”亦曾向网民承诺，只要在凌晨两点
 前发私信，都能第一时间得到回复。
[15]



2．强化垂直行业服务

政务微博所拥有的丰富的用户资源和关系资源使其能成为连接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的统筹协调中心。借助这一优势，政务微博正在形成“政务微博＋”的模式，在垂直细分领域发力，连接各个行业，延展出“政务微博＋农业” “政务微博＋医疗”和“政务微博＋教育”等新模式。

以农业为例，在国家加大扶持农业力度的大背景下，多地涉农政府机构尝试依托政务微博的影响力推介当地农产品，搭建起有效的扶农助农平台。典型的如，为了将自身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郑州市供销社于2014年开通了“＠郑州供销”官方微博及“＠西瓜办” “＠新媒助农”和“＠郑州农产品流通”等子账号，形成微博矩阵，服务于“三农”。这些账号旨在：第一，发布实用信息。为了更好地将瓜农的供给与市民的需求对接起来， “＠西瓜办”发布“西瓜文化”和“购瓜小常识”等信息，以帮助网民了解西瓜品种、辨别西瓜质量，还针对瓜农发布“西瓜需求指数”等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第二，举办推广活动。郑州市供销社通过微博矩阵多次举办“网络大V体验式助农活动”以推介蜂蜜、柿子、彩虹西瓜、金银花等农产品，有效扩大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破解农产品买难卖难、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做出了有益探索。第三，发展电子商务，完善系统体系。郑州市供销社在建立微博矩阵作为线上推广平台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将微博的推广成效落于实处。目前共组建电子商务企业6家，发展网店52家，形成“网订店送、网订店取”的配
 送模式。
[16]



2016年3月，灵宝市苹果滞销严重， “＠郑州供销”在网络上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出灵宝苹果滞销的消息，引起了系统内外的关注和互动。新郑市供销社得知消息后，即刻组织安排新郑供销好邻居日用品配送有限公司负责人前往灵宝实地察看，深入果农家中了解情况，决定帮助果农销售苹果，并借助微博将真实情况一一发布。随后荥阳市供销社马上跟进。截至3月17日，两地供销社累计运回12万斤灵宝苹果，并通过供销社经销网点帮助果农销售苹果，价格扣除运费、人工成本外，全部让利于当地百姓，苹果很快一售而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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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务微信运营的老问题与新思考

基于自身强大的即时通信功能和可扩展性，微信只用了数年时间就成为广大用户所青睐的社交平台，甚至渐渐重塑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图景。随着微信的更新迭代，其用户主体从个人延展至企业和政府，政务微信的数量于近年迎来“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10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中，于国家政策层面强调了“政务微信”的作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在政策的直接推动下，全国政务微信的数量直线攀升，2015年超过了10万个，31个省级行政区和334个地级行政区均开通了数量不等的微信公众号，县乡级公众号占50 %以上，部委微信公众号的拥有率超过40 % 。
[1]

 不过，数据的“繁荣”也难以掩盖政务微信在定位、服务、运营和评估等方面的“痼疾”，结合当前环境对这些老问题进行新思考，是一项必要且紧迫的任务。



注释


[1]
 华政．腾讯发布《2015年度全国政务新媒体报告》［EB／O L］．（2016~01~19） ［2017~04~21］． http： ／／w w w．bj ．xinhuanet．com／bjyw／2016~01／19／c ＿1117826546． htm．





第一节　政务微信的发展状况


一、政务微信的兴起


微信是腾讯于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为移动用户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
 应用程序。腾讯旗下的企鹅智酷发布的《2017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微信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用户共计8．89亿，而新兴的公众号有1 000万个。
[1]



具体到政务领域，2012年8月30日，广州白云区应急管理办公室在其官方微博“＠广州应急－白云”上宣布正式开通官方微信“广州应急－白云”，从而成为全国最早使用微信的政府部门。
[2]

 公安机关对于新媒体的尝试一直都比较积极。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继推出全国公安机关首个政务微博“＠平安肇庆”后，于2012年9月又在全国率先开设公安政务微信“平安肇庆”。随后，广州、淮安、厦门等多地警方也陆续开通微信。2013年3 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开通“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号，这成为首个通过腾讯微信认证的省级公安机关官方微信。
[3]



随着微信的广泛应用，其在信息公开、提供服务、与民互动等方面的价值亦得到政府机构越来越多的重视。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中首次提及政务微信，并强调要利用政务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信息，促进政务公开；要利用好其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同时要建立新媒体运维人员培训工作常态化机制，经常组织开展面向政务微博、微信人员的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解疑释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力。
[4]

 2014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强调，
 要加强主动公开工作，加强政务微博、微信等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使主流声音和权威准确的政务信息在网络领域和公共信息传播体系中广泛传播。
[5]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又鼓励政府利用网站和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紧密结合企业需求，整合相关信息为企业提供服务。
[6]

 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又于《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中提出要提高政务舆情回应实效，各地区各部门要适应传播对象化、分众化趋势，进一步提高政务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的开通率，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平等交流、互动传播的特点和政府网站的互动功能，提升回应信息的到达率。
[7]

 综上，我国政府对政务微信运营的功能、服务主体的细分以及平台建设均做出较为明确的部署和要求，而这样的重视又促进了政务微信的进一步发展，如在服务方面，截至2016年底，微信公众号已成为网民使用的第二大在线政务服务方式，其使用率为15．7 % 。
[8]



与此同时，微信自身的创新也不断强化，2017年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一些政府部门开始在微信平台上开设小程序，如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外交部12308”、国家工商总局的“12315”，以及农业部为提升农民手机使用水平所开设的“全国农民手机技能培训”等。


 二、政务微信的类型和功能


2012年8月17日，微信推出了面向名人、政府、媒体、企业等个人和机构的合作推广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在发展初期有订阅号和服务号两类。随着微信版本的更新与微信小程序的上线，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升级为四类：订阅号、服务号、企业微信（原企业号）和小程序。目前我国政务微信多为订阅号和服务号，不过刚刚诞生不久的小程序因其突出的优势而渐渐为政府部门所青睐。


（一）订阅号、服务号和小程序


正如其名称所传递的意思，订阅号主要用来进行资讯发布，服务号侧重于为用户提供服务。前者适用于各类政府部门，后者对于那些与公众较为贴近、服务属性更强的政府部门而言具有价值。

订阅号和服务号差异明显，各有优势。具体而言，在群发数量上，订阅号通常每天可推送一条消息，而服务号每个月只能推送四条消息；在展示位置上，每一个订阅号均被“折叠”在订阅号消息框中，而服务号的推送内容则可直接出现在微信对话框里；在客服数量上，订阅号的运维人员最多只能有一人在线，而服务号则支持多个客服人员使用同一个服务号登录，以解答公众的问题或提供服务；在服务功能上，订阅号只能以设置菜单栏、关键词搜索、自动回复等基础服务方式方便公众查询信息，服务号还可提供注册、缴费等高级服务；在申请主体上，订阅号的申请者可以是个人或组织，服务号的申请者只能是组织；从是否支持在线支付来看，在订阅号中无法进行金钱往来，服务号则可在申请后开通在线支付功能。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效用，订阅号需要在信息层面多做文章，不断进行话语创新，提升内容的有用性、趣味性、感染力、传播力；服务号则应借助可对话、多客服、能在线支付等优势，实现政务服务由线下到线上的良好转化，使公众愿意使用、主动使用、常态使用，在强化用户使用黏性的过程
 中形塑更优的政府形象。

微信小程序作为可直接从微信端口接入的、具有App主要功能的服务方式，相较于订阅号和服务号优势非常明显。其一，小程序的入口不依赖微信主界面，而是需要用户在“发现”栏目中进入“小程序”界面来获取服务，入口的独立可以使其不被淹没在众多微信对话框之中，方便用户的查找和使用。其二，小程序的界面自定义程度更高，设计感更强，从而利于运营者通过设计凸显部门特色。其三，小程序无须用户经历“关注公众号—于一级菜单选择服务种类—从二级菜单调取服务”这一较烦琐的流程，用户只要查找到所需小程序即可直接使用，使用路径更便捷。仅仅推出两个多月，微信小程序就已应用于多个政务领域。如2017年1月9日小程序正式启用当天， “钦州公安110报警”小程序便同步上线；又如在便民服务领域， “广州国税速办税”小程序为纳税人设计出“场景式”的线上办税模式；还如在公共出行领域， “西安交警权威路况”小程序可提供实时、权威的路况查询服务。这里，笔者以国家工商总局开设的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12315”小程序（见图81）为例，简要总结小程序的用法和功能。

“12315”小程序于2017年3月14日上线，公众在微信客户端的小程序入口搜索关键字“12315”并点击“搜一搜”，便可访问该小程序。其主要功能为“我要投诉”和“我要举报”，公众进入投诉与举报页面后，既能选择“我要投诉”对日常生活消费或服务中与商家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事件进行投诉，也可选择“我要举报”对商家涉嫌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加以举报。一旦投诉或举报成功，小程序就会生成案件编号，方便公众随时在该小程序的个人中心查看投诉举报反馈进度。
[9]

 此外， “12315”小程序还具有针对“经营者基本信息” “经营者地理信息” “消费者维权法规” “消费
 者维权知识”等内容的查询功能，利于消费者维护其知情权。相较于只设有“国家企业信用”和“App下载”两个栏目的国家工商总局微信公众号，“12315”小程序更好地承载了业务办理功能，将原来以电话服务为基础的服务体系升级至线上线下共享服务，拓宽了服务渠道，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效率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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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国家工商总局“12315”小程序界面


（二）信息发布、服务民众、与民互动


与政务微博类似，政务微信也主要在信息发布、服务民众和与民互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当然，由于媒体属性、用户特征的差异，我们不能笼统地评价“两微一端”孰优孰劣，但如果非要设置评价标准，那应该要看政务新媒体与开设主体的匹配程度以及性价比。在本部分，笔者以“上海发布” “武汉交警” “深圳交警”等为例，逐一介绍政务微信的主要功能。


 1．信息发布： “上海发布”的探索

“上海发布”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发布”办公室主办的微信公众号，在经过半年左右的试运营后，于2013年6月正式上线。在对政务微信运营方向尚不清晰、运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上海发布”曾探索过多种模式，围绕平台定位是偏向政务功能性还是信息发布性、是对外服务还是内部使用、内容是侧重民生类还是时政类等问题不断尝试。最后，基于用户反馈与效果评估， “上海发布”运维团队决定将该微信号定位为“发布市民关心的重大市政信息和提供便民服务信息的平台”，即主要功能为信息发布。在开办两年后，其粉丝数量已逾百万，微信内容日均阅读量超过40万次。
[10]



“上海发布”坚持从市民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出发，发布大量的民生类内容。例如，有关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的《沪提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6月5日发放到位》；又如，事关上海市民交通出行的《杨浦的4个路段已变更为单行道》；还如，属于食品安全类的《沪通告8批次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涉紫燕百味鸡等》；再如，涉及教育课改的《沪小学、初中体育课程改革将适时扩大试点！未来还将这样改》。

在注重民生类内容发布的同时， “上海发布”也聚焦时政类议题频频发声。例如，针对上海自贸区、高考综合改革、 “两会”等议题及时做出权威解读；又如，针对“福喜”食品事件、浦东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等网络热点问题迅速回应并澄清谣言，消除民众恐慌，稳定社会秩序。

除主动发布信息外， “上海发布”还很好地利用了微信公众号的自动回复功能，引导用户发送数字代码进行特定的内容信息查询。这一方面避免了翻阅公众号发布的历史信息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也可使客服人员集中精力解决公众的疑难问题，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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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武汉交警”微信公众号界面

2．服务民众： “广州公安”和“武汉交警”等微信的运作

前文曾提及，政务微信的服务功能分为基础服务和高级服务。

基础服务即运维人员通过设定自定义菜单栏、关键字检索和自动回复使公众查询所需信息。譬如， “上海公积金”账号在公众首次关注时便会推送快速自助查询的信息索引，用户回复数字0至5，便可获取与每个数字分别对应的内容（公积金账号、贷款、存缴等）； “平安肇庆”针对民众提问率较高的问题，预先做好答案，仅在2013年就形成超过10万字、答案更加专业细致、涉及问题超过2 000条的“口径库”，多数常见问题可以自动回复。
[11]



高级服务需要运维人员将政府网页或高级算法嵌套至自定义菜单栏中，可使公众使用注册绑定、在线沟通及下单缴费等多项服务，如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承办的“北京114预约挂号”平台，可提供在线查号、预约挂号等服务。由于订阅号不支持在线支付功能，因此服务号的缴费功能就成为其一大特色。2015年4月，广州公安全国首创微信支付交通违法缴费微信平台“微警”，并在南沙上线试水。是年9月，该平台正式升级为“广州微警”并进入“微信城市服务”平台，服务全广州市民，为公众提供“一口受理，一键办结”的快捷服务。 “广州微警”日均实名注册量为2 000人、查询17 000次，月均办结交通违法业务9 000宗，缴纳罚款金额180万元。
[12]



随着微信功能的升级和政府服务角色的强化，政务微信的服务也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例如“武汉交警”的几次改版。

2013年8月8日， “武汉交警”政务微信正式运营，并成为国内首家提供违法信息移动推送服务的微信账号。该微信由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主办，主要为公众提供交通路况查询、交管信息查询、违法办理、车驾业务等服务。

“武汉交警”1．0版本的服务主要是违法信息、交通路况和交通公告等信息的推送，并逐步开设“限行查询”功能。

“武汉交警”2．0版本则将工作重点由信息推送转向提供服务，另外还推出了“快速理赔”服务，旨在使车主快速撤离事故现场，减轻和缓解道路拥堵，加快理赔速度。然而，尽管该功能十分实用且操作简单，但由于车主在发生事故后直接寻求交警帮助的固有思维和解决习惯，并未得到广泛使用。

为了使服务更好地迎合公众需求， “武汉交警”3．0版本推出了微信支付交通违法罚款功能，这使其成为全国首例支持微信支付缴纳罚款的政府微信公众账号。公众可通过关注该账号并绑定个人信息，及时收到车辆的交通违法通知提醒，并可查询详细的违法记录，如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行为、采集机关及被拍摄的违法照片等。在核实违章信息无误后，公众就能处理罚单并缴纳罚款，整个支付过程仅需60秒。
[13]



在“武汉交警”的功能日渐丰富的情形下，运维人员对这些功能进行了梳理，形成了以“V用户” “车驾业务” “我的违法” “随手拍” “快撤快赔”及“惠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服务体系。而“武汉交警”4．0版本（见图82）还关联了同样由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开设的小程序“武汉交警挪车服务”和“易行江城”，在微信端形成服务矩阵，满足不同公众的使用习惯，提供全面、立体的服务。

3．与民互动： “深圳交警”等微信的实践

现今，互动与对话已经成为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加强服务、促进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许多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政务微信的互动功能，倾听建议、强化监督、了解民意、动员民众。

例如，北京市国家机关网站群的微信公众号“首都之窗”，其“办事”菜单就设有“我要建议”和“我要投诉”两个互动栏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网信中国”微信号中的“互动服务”菜单包含“纪检监察举报”和“12377”举报两个互动栏目；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开设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号中，点击“服务”菜单的“举报中心”栏目，即可直接跳转至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微信号在开通当天即收到举报1 748件，而网站和客户端每天平均举报相加只有350件，该公众号在开通后的一个月内就收到了1．6万件举报，成为公众监督公权力行使的又一有力渠道。
[14]



再如，2015年8月，深圳交警为处罚闯红灯行人，要求其戴上绿帽子，穿上绿马甲在路口执勤。此事引发网民的热议，有网民认为“戴绿帽子对
 男人来说那可是个很大的侮辱”。深圳交警针对网民的意见在其微信、微博上发起了投票，共收到22 737条网友的投票意见，其中要求对帽子颜色做出变更的票数占投票总数的51 % 。
[15]

 深圳交警根据网友意见，将帽子颜色由绿色推广至白色、迷彩色等七种颜色，并强调戴帽子、穿马甲在路口执勤只是为了教育违反交通法规的市民，并非意在惩罚。深圳交警在微信平台收集民意，据此有效地平息了风波，加强了政府和民众彼此的了解，既推进了工作的开展，又提升了民众的满意度。

此外，政务微信还被很多政府部门用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如“深圳交警”发动公众通过微信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一经核实即发红包作为奖励；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开设的“海淀公安”特意设立“海淀网友”栏目，方便公众进行违法线索举报和警民互动，从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三、政务微信的发展现状及运作成效


经过数年发展，微信已经成为重要的政务新媒体平台。2015年中国政务微信公众号就已超过10万，而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政务微信500强报告》，政务微信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16]



从地域分布来看，地方微信公众号梯队化明显。在2016年上半年政务微信500强中，东南沿海各省市上榜数量较多，浙江省以78个上榜账号位居全国榜首，数量远超列于第二、三席的广东省和江苏省。山东、江西、上海、新疆等地分别拥有21至30个上榜账号，构成了第二梯队，发展势头较好。第三梯队多由华北、华中等省构成。东北及西北地区政务微信建设
 明显滞后于全国其他地区。

从账号级别来看，中央部委、省、市、县（区）、乡镇均有上榜账号，但数量差异较大。其中市级账号最多，共计237个，约占总数的47 % 。虽然中央部委开设的微信公众号数量较少，但其功能板块丰富，矩阵结构完善，服务意识良好，总体运营质量较高。在500强中共有23个账号由中央部委开设，占总数的4．6 % ，且这23个账号中有超过一半的账号进入了榜单前100位，如位列榜首的“共产党员”、第三位的“中国政府网”、第七位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等。

从部门分布来看，各类账号特色鲜明。第一梯队为宣传和公安系统，分别占183席和158席，二者上榜数量约为500强账号的70 % ，活跃度高，相较于其他部门领先优势显著。第二梯队为团委和旅游系统，分别占51席和28席。第三梯队由教育、司法、交通、医疗卫生等系统组成，第四梯队主要包括财税、气象、纪检、文化、工会和社保等系统。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观点，宣传与公安系统的突出表现首先得益于二者特殊的部门属性：均与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公众对信息及服务的需求倒逼两个部门在新媒体平台快速发展。其次，由于宣传与公安系统在微博平台已有较多尝试与开设经验，能熟练掌握制作可视化图表、微视频、 H5等技术，并善用流行表达，因此获得更多关注。最后，宣传与公安系统的政务微信推送最“拼命” ——2016年上半年发文量大于1 000的45个账号中，71．7 %的账号属于宣传部门，8．7 %属于公安部门。

政务微信的作用的确有目共睹。腾讯发布的《2015互联网＋白皮书》认为政务微信在隐私与安全、信息发布、公众参与、在线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7]

 虽然这份“自评”性质的报告可能会被质疑其客观性，
 但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也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务微信的真实运作情况，比如：

首先，微信平台自身完善的用户隐私保障机制为政务微信在保护公众隐私与安全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也成为公众乐于使用微信平台获取政务服务的重要原因。微信公众号具有单向添加的属性，即微信公众号只有被用户先关注订阅，才能向用户推送信息和服务，而不同订阅者之间无法看到对方信息，也无法直接进行对话。此种属性使得政务微信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时不易暴露个人隐私。

其次，政务微信的信息发布功能让信息传递得更为便捷、精准和有效。得益于微信无需安装App只需关注账号就可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的便捷性，公众从政务微信中获取信息与服务的时间成本大大减少。微信点对点、点对面、强互动的传播特性，亦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即时性和互动性的需求。同时，政务微信可通过关键词自动回复、信息查询等功能，为社会公众提供自动化、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服务。此外，微信特有的对讲功能，以及集纳图片、文字、声音、视频、 H5的富媒体传播形式，也使信息发布形式多样，利于吸引用户关注和分享，优化传播效果。

再次，政务微信的互动、问政功能有助于促进公众参与。政务微信为政府部门使用社会公众的视角、接地气的网络用语、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提供了平台，让政民双方像好友一样沟通交流、实时互动。政务微信可以提供实时评论、提问、质询、投诉、求助等功能，为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提供了多种方式。基于政务微信粉丝的真实性和参与度，其对政府的反馈结果更具参考价值，对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有正向作用。

最后，政务服务功能有助于提升政府服务效率与公众享受服务的便捷性。从微信平台自身来看，政务微信的自定义菜单、移动支付接口等功能的提供，使政府部门可以基于部门性质与公众需求，设置服务事项，实现公众足不出户就能办事。从微信平台与其他平台的多平台联动能力来看，
 “一站式”服务在政务微信平台成为可能。例如，通过打通保险公司和交管系统的数据平台，能节省二者的信息交换成本；通过连接医保系统与各大医院的挂号系统，可一站式覆盖患者在看病时需要完成的各种流程。政务微信服务的便捷性加上微信的高普及率，会使政府将公共服务扩展至传统模式下难以触达的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等，使政府提供服务更快捷，公众获取服务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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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务微信运营的老问题与新思考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面，在看到政务微信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亦须正视并解决其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否则不仅难以形成积极的效用，反而可能使政府平添负担、南辕北辙、错失机遇。


一、政务微信设计与运营中存在的老问题


拓展新媒体渠道进行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务服务，要求政府部门在理念、思路与方法上做出有效的调整与创新。在政务微信还未诞生时，从2009年开始，政府部门陆续开通政务微博以提升信息公开、舆论引导与社会监督工作，在摸索前行的过程中，政务微博的建设出现了定位不清、维护不力、信息发布效果差、互动沟通频率低等问题
[1]

 ，这些问题在困扰诸多政府部门政务微博运营的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政务微博的传播效果。政务微信成为政府运用新媒体的又一选择后，由于同一政府机构的微博和微信的建设运营基本上都由同一团队负责，因此上述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务微信的运作中。即使有的团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微博运作经验，也往往因为微
 信在传播特征、平台功能、用户需求等方面与微博存在较大的差异，没有办法将这样的经验直接套用于微信，致使政务微信发展伊始即面临的定位受限、服务薄弱、运营不力、评估不妥等“老”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破解。


（一）定位受限


定位是政务微信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基本判断，需要明确“为谁”和“做什么”两个问题。从国家政策角度看，2013年至今，国务院相关文件多次提及“微信”， “政务微信”屡屡出现在与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相关的文件中。这体现出在中央政府层面，其赋予“政务微信”的最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务公开，目标是通过加强“政务微博微信等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 “做好政务公开工作”
[2]

 ， “使主流声音和权威准确的政务信息在网络领域和公共信息传播体系中广泛传播”
[3]

 。应该说，相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方各部门对政务微信定位的认识和功能的设计。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政务微信500强报告》为例，位于榜单前10位的政务微信中，以信息发布与政务公开为主要功能的占8席
[4]

 。诚然，将政务微信定位于政务公开平台也无可厚非，不过这样的定位对于很多政务微信而言，只会使其简单地照搬和平移政府网站等平台的内容，运作上也延续着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宣传”思路，不仅难以有效发挥政务公开的功能，反而可能为政府自身增添负作用力。


（二）服务薄弱


相较于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点对点地推送政务信息，倾听民意和双
 向沟通，方便用户随时随地进行信息查询、办事缴费等政务服务是政务微信的主要优势。根据腾讯2015年发布的《 “互联网＋”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服务属性强的政务微信公众号受用户关注更多，平均关注用户为4．3万，高于平均3．6万的政务微信关注数量。
[5]

 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定位受限问题，以及政府相关负责人理念不足、资金有限及跨部门的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因素，不仅服务号数量不足政务微信总数的三分之一，即使是服务号和那些能基于微信平台移动、便捷、一对一、连接服务等信息传播特点开展沟通对话、互动问政的订阅号，其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也普遍薄弱，要么针对性不强、不符合用户需求，要么步骤烦琐、响应速度缓慢，要么界面不友好、用户体验差，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运营不力


政务微信的有效运转除了需要定位明晰、功能突出，还离不开政府部门的良好运维及策略创新。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政府部门或因为响应政策要求，或出于“跟风”目的开通政务微信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这使得政务微信的建设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例如没能取得微信平台的认证，没有设计功能菜单，消息推送不及时、无规律，信息粗制滥造等。有关数据显示，目前鲜有更新的政务微信“僵尸号”的比例占总体的18 %～19 %
[6]

 ，甚至有城市在其64个区县级账号中， “僵尸号”比例达到了60．9 %
[7]

 。政务微信的运营维护不力，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也会让公众形成政府“懒政”的印象。此外，有些政务微信的运营缺少策略和方法，发布的内容不能立足当地、政务和民生，反而充斥着大量与此无关的健康、
 美食、明星等信息，与娱乐类微信和生活类微信无异，导致政务微信“亲民不政务”。
[8]

 不可否认，适当发布一些轻松娱乐的内容可以在引发人们兴趣的基础上提升政务微信的温度与人情味，但政务微信始终都要以“政务”为根本。


（四）评估不妥


2013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将“政务微博、微信”作为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网站”并列的又一种政务公开途径，纳入了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一定程度上为各级政府部门的政务微信建设与运营带来了压力，也引发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政府部门片面强调信息发布数量，忽视内容质量和传播效果，陷入“只传不达”的局面；又如有些政府部门为提高政务微信“知名度”，出现依靠行政力量增加粉丝量、转发量、评论量以“硬性冲榜”的现象。在评估的科学性、综合性方面，目前针对政务微信的评价体系也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状况，多数排行榜单通过对“每日推送文章数”“推送次数” “总阅读数” “单篇最高阅读数” “单篇平均阅读数”指标进行赋值以得出政务微信的“影响力”大小，而反映政务微信实际运营效果的转发数、点赞数等指标，以及政务服务水平、粉丝互动情况等无法通过量化指标进行衡量的政务微信运营工作，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体现，难以真正评估政务微信在增强政民沟通、优化政府形象等方面的作用。此外，针对政务微信的评价标准还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例如，政务微信可分为订阅号和服务号，与侧重信息发布的订阅号不同，服务号以提供政务服务为主，但其每月只能推送四次消息，因此“推送次数”等指标无法科学评价服务号的运营工作；又如，很多地方政府的政务
 微信由于粉丝来源有限，在阅读量等量化指标上不可与“大号”等量齐观；再如，部门职能的差异也会影响政务微信的运营效果，交通、公安、卫生等部门因与公众日常生活关联度高，其政务微信的活跃度也相应更高，但若以同样的标准来考核社保、档案管理等用户较为有限的部门便不够公平。


二、对政务微信问题主因的再思考


基于对业界的访谈调研及对典型政务微信公众号持续的观察研究，笔者认为上述老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的原因，从浅层看是需求不明、资源不足、策略不当，而从深层看则是政府官员思想观念的不到位。


（一）需求不明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经常听到的业界反馈就是： “如果政府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微博，还需不需要再开办微信？ ”若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明确本部门的职能、服务的群体、资源的状况和现有政务新媒体的运行成效之外，也需要了解政务微信与其他政务新媒体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大体而言，与比较类似的政务微博相比，受限于微信的相关规定，政务微信发布频率较低，订阅数量也因为地域的局限可能远不及微博的粉丝数，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也不如微博的“裂变式”传播。然而，微信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一是其向订阅用户推送的信息有较高的到达率，通过“朋友圈”的转发也更容易被微信用户信任；二是用户选择订阅政务微信公众号，通常有着“地域情结”，对本地政务微信公众号有着更为贴近的信息和服务需求，因而用户黏性也较高；三是一对一的传播方式能充分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使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和互动更加清晰而有针对性；四是政务微信可凭借现有的微信支付及数据接入功能，对接已有的政务信息平台或向公众提供“微查询”“微办事”等便捷的“微”服务，如“广州公安”开通的出入境、户政业务网上预约和网上办理功能。

因此，假如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更为精准的传播，面向本地或关注某行
 业（如交通、教育）的目标受众进行信息公开、对话协商、关系构建、服务提供，那么微信相比微博和客户端有着一定的优势。另外，微信用户的订阅选择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哪些部门更适宜开办微信公众号——公安、公共服务、旅游、交通等与民生服务息息相关的政务微信粉丝数往往位居前列。
[9]




（二）资源不足


政务微信的开设非常容易，但若想把它持续地维护好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变成前文所提到的“僵尸号”或“娱乐休闲号”，则需要有充足的资源加以保障。然而，对于很多政府部门而言，资源不足的情况却普遍存在，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员不足。政务微信并不是简单地把政务网站等平台的内容“改头换面”加以发布就行了，而是需要专业的主题策划、优质的内容创作、有创意的表达设计、实时跟进的线上互动与线下活动… …因此，既了解专业知识又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各类专门人才，如原创文章撰稿人、内容编辑、公众号主编、平面设计人员、视频设计人员、业务拓展专员等，理应成为政务微信运营团队的标配。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不少政务微信要么只是由新闻中心或宣传部门的人员兼职打理，要么直接承包给相关公司加以运作，即便有专职人员也往往只有一两个人，在运营维护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其次是经费不足。政务微信不只是信息发布的渠道，更是对话和服务的平台。为了增强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并做到对公众关切、顾虑、疑问的及时有效回应，以及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都需要稳定的、一定规模的专项经费来保障。而经费不足的问题长期困扰和制约着政务微信的运营。
 有一份针对政务微信的研究报告显示， “从每年度投入政务微信建设的专项经费来看，没有专项经费的占42．57 % ，1万～5万的占23．76 % ，1万以内或5万以上的分别占16．83 % ”
[10]

 。

再次是信息资源不足。从整体上看，政务微信优质的原创内容非常稀缺，各平台（包括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的内容同质化严重，有信息无解读、有数据无分析、沿用陈旧话语和官样文章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及对话需求，反而很快就会遭遇“掉粉” “取关”的命运，甚至还会固化人们对政府的刻板成见。

最后是用户资源不足。上述种种不足，都会最终导致政务微信用户的匮乏。相较于政务微博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粉丝规模，很多政务微信几百、几千的订阅量就显得非常“寒酸”。根据《上海市政务微信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12月22日，202个上海政务微信公众号（订阅号181个，服务号21个）中，粉丝数在2 000以下的账号数占总数的50 % ，粉丝数在2 000至10 000之间的账号数占总数的36 % ，而粉丝数在1万以上的只占14 % 。
[11]

 缺少用户基础，政务微信就失去了生存和成长的土壤；如若几经努力都无法在用户规模上得到突破，则又会让政务微信的运营团队丧失信心和动力。


（三）策略不当


由于受到观念、机制、流程、评估指标、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影响，政务微信的运营要么依然承袭“官样文章”的传播风格，比较呆板难言创新；要么只是一味地“蹭热点”，做“标题党”或打“擦边球”，有形式无实质；要么误用或滥用意见领袖，对意见领袖是否为目标受众所信任、喜欢等问
 题不作考虑，甚至过高估计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要么不顾及受众及语境频频“卖萌” … …从而不仅难以让受众入耳、入脑、入心，甚至可能使其心生反感、徒增厌恶。

例如，有媒体记者针对福建省的部分政务微信进行调查后发现， “仓山区统计局”认证近半个月，原创内容仅一条即“仓山区统计局欢迎您”；“福州高速交警五大队微发布”认证半年，只有6条简短的公告，内容生硬；福州市公安边防支队的“南台绿荫”，8月以后再无更新。
[12]



又如，湖南省纪委微信公号“三湘风纪”在收到岳阳市纪委的供稿《岳阳县8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后，转发时将标题改为《重磅！岳阳县民政局1正6副7局长被“一锅端”》。而实际情况则是，8名涉案人员仅被立案审查，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未被“双开”或“免职”，根本不是所谓的“一锅端”或“集体落马”。这篇明显属于“标题党”的文章短时间内阅读量超过8万，不仅对受众产生了误导，也给岳阳县民政局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13]



再如， “平安清远”借助当时备受关注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这一热点，发布《想破坏电力设施？以人民的名义告诉你… … 》一文，然而，文中除了若干与文章主题毫无关联的“达康书记”表情包外，再无与“人民的名义”相关的内容，题文不符，令读者不明所以。

还如， “绍兴环保”收到网友“绍兴F520”的扰民噪音投诉时，自动回复说“等等哈，正吃着切糕呢”，网友们对这一过于追求幽默且有回避群众诉求之嫌的“神回复”表示哭笑不得。
[14]




 （四）人的局限


其实，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均可归因为“人”的局限。所谓“人”的局限，指的是从主管领导到实际运营人员的思想观念问题。这一局限具体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重业务轻宣传。即便是在新媒体发展如此快速且给政府带来诸多全新挑战，以及上级部门反复强调宣传重要性的情形下，不少官员依然只是将工作重心放到具体的业务领域，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倾听民意、主动发声、答疑释惑、回应关切、引导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没能真正了解通过微博、微信等各类新媒体走群众路线实为大势所趋，从而可能造成即便管理精细、业绩优异，仍难以被公众广泛关注、客观解读、深度认同的状况，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构建。

第二个层次是只“宣传”不对话。受传统理念和工作惯性的影响，如今许多政府部门的宣传仍然沿用“以我为主”的思路，也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想何时说就何时说”。具体的表现就是自上而下、单向灌输、宏大叙事、运动式学习，而效果评价则要么一味看重传播的数量（如报道篇数），要么片面关注渠道的质量（如是否发表在《人民日报》之上）。然而，在公民意识不断凸显的大背景下，公众已经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向更加主动的问题提出者、言行质疑者、行动组织者、决策参与者等角色转变。有效的宣传应该是以目标受众为中心的，在对其进行深入洞察的基础上及时回应、积极对话、平等协商，进而通过彼此的理解形成合作共赢的框架。

第三个层次是讲形式少实质。正是因为前两个层次的观念缺失或淡薄，即便有的政府部门开通了微信，往往也都是跟风上马，在实际运营中目的不明、责任不清，或者为了所谓的“排名”片面追求订阅数量、发布信息的数量和浏览量，偏离了政务微信沟通、便民、施政的核心价值。

正是由于种种“人”的局限，微信的运作才会缺重视、缺编制、缺资
 金、缺设备、缺制度、缺手段，并最终导致缺动力和缺效能。


三、对政务微信如何破解老问题的探讨


若想从根本上破解政务微信存在的种种老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形成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治理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包括政务微信在内的政务新媒体运用的战略设计，真正明晰“为什么要用” “有没有必要用”，以及“如何持续有效地用”。


（一）为什么要用政务微信


包括政务微信在内的各类政务新媒体，绝对不只是信息传输的通路或实现某项功能的手段，而应该是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全面实现社会协同治理以及形塑法治、廉洁、服务、高效政府形象的重要驱力。通过信息的公开和及时的答疑释惑，政务微信能帮助政府部门回应公众关切，澄清传言谣言，参与意见竞争；通过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办事平台，利于将自身的服务宗旨和服务功能真正渗入公众的生活路线图；通过微信群组的建设维护和对话平台的搭建，便于政府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并借助关系网络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从而与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一道，协同开展社会治理。


（二）有没有必要用政务微信


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必要开设政务微信。

其一，从部门所属行业和职能范畴来看，前文曾提及，那些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如交通、公安、旅游、教育等，开设政务微信能更好地服务大众，使用户“少跑一趟路，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钟”，因此更有必要运用政务微信。同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地人民对本地化资讯和服务的需要更多，通过政务微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譬如“微成都”超过13万的订阅者中，90 %以上就是被实用的本地生
 活服务资讯、重要新闻消息吸引的。
[15]



其二，从信息公开、舆论引导、风险沟通及危机传播的压力来看，政务微信对宣传部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纪委、公检法系统、食药监部门、卫计委等也亟须借助政务微信及时公开信息，加强科普，解读政策，做好正面宣传，争夺舆论话语权。而城管等在公众心目中有较强负面刻板印象的部门，也需要运用政务微信重塑形象，重构与公众的关系。

其三，从政务新媒体布局及资源配置来看，假如政府部门先期上线的官方网站、政务微博或政务App已经积淀了规模化的、稳定的用户，且运用这些平台已然能够达成相应的公开、互动或服务的目标，那这些部门就无须重复建设上马微信，否则只会增加更多的负担而难有实效。另外，如果负责政务新媒体的人员并不充足，对微信每天成千上万的用户留言难以做出及时回应，难以用微信用户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进行传播交流，反而会给用户造成政务微信“空架子” “不作为”的印象。


（三）如何持续有效用好政务微信


政务微信的良好运作既要明确责任主体，又要有制度、有策略。

如今，有很多政府部门专门制定了政务微信的运行管理办法，明确了政务微信运作主体（通常是办公室、新闻中心等部门）、支撑部门的工作职责，从而使政务微信做到“有人管” “管得专”。

除了有清晰的责任主体，政务微信还需有相应的制度体系保障运转，这主要包括信息发布制度、保密制度、编辑审核制度、值班制度、转发制度、互动制度、信息上报及回应制度、微信工作群制度、事项办结制度、考核激励制度等。目前政务微信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如“运营不力”和“评估不妥”，一定程度上受到部门协作不易、考核评价导向偏颇等因素的
 影响，而这些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制度体系来解决。

此外，不断进行策略创新也是政务微信保有活力的必要条件，这体现在如下方面：

在自身定位上，不少政务微信自觉进行人格化塑造，将自身打造为具有亲和力的“服务者”或“伙伴”的形象，而非冷冰冰的政务信息发布平台、服务平台，这有利于提高政务微信的“温度”，进而促进信息的传播及关系的构建。例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中心官方微信“国资小新”，就被塑造成一个爱工作、爱公益、爱创新、有血有肉、亲民爱民的“小清新”，并具有“公众利益代言人” “国企网上发言人” “微公益发起人”和“财经观察员”四位一体的身份。
[16]



在信息发布上，政务微信须把握新媒体时代信息“飞沫化”及阅读“碎片化”的特征，努力实现话语创新，用标题让人“一目了然”，用形式让人“一见倾心”，用内容让人“一清二楚”，真正及时为受众提供其需要的、期待的且更具创意的信息。比如， “东莞交警”坚持口语化、平民化、趣味性的风格，一篇推送文章的标题常常反复讨论才会确定，其发布的《东莞交警上千警力夜查酒驾　18 “醉猫”面临牢狱之灾》 《这些校车和校车驾驶人被点名，请注意啦》等文章均获得数十万的浏览量。
[17]

 又如， “深圳交警”录制的由警察本人出镜的“小苹果” M V、街头快闪等视频也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在互动交流上，除了及时回复用户的留言，适当地“借人借势”，政务微信还可设计相关议题引领用户就此展开讨论，或者激励用户积极建言献策。例如， “深圳交警”鼓励用户进入星级认证界面，针对交通秩序比较差
 的地方、交通隐患、如何解决拥堵等提供信息或提出建议，用户提供有效信息后，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政务红包领取奖金。
[18]

 除此之外，与微信定位及功能匹配的线下活动也能提升政务微信的知名度和关注度，并增强线上沟通的效果。比如“海淀公安”经常策划周末（便于网友参与）的线下活动。2016年6月1日，邀请网友为“海小薇” （ “海淀公安”政务微信的卡通形象）过两岁生日会，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当天，团队成员和各位粉丝在分吃蛋糕的同时，还安排了民警现场教授如何防范扒窃，如何防非机动车被盗和机动车内财物被盗，以及如何识别假货等，并带领网友参观了海淀公园公共安全馆。这样的活动既增加了平台影响力，也加强了与网友的联系和互动，更增进了社会公众对公安工作和警察群体的认知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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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政务A pp的现状分析与运营要点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已经广泛渗入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一些政府部门也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开发出功能各异的政务App，尝试借助移动互联网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便捷、高效的内容和服务，从而进一步实现政府形象的优化与提升。从效果来看，政务App的确发挥出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在运营、维护和推广方面暴露了不少问题。

本章首先梳理了政务App的产生背景、功能、特点及发展状况，继而结合典型案例，从开设基础、平台搭建、角色定位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对政务App的运营重点加以探讨。





第一节　政务App的发展现状


一、政务App的产生背景


App是指通过预装、下载等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应用软件。
[1]

 政务App则是由我国各级党政机关独立开发或是与第三方（如新华网、今日头条）合作运
 营的，旨在提供与政务相关的信息服务的应用软件。

政务App近几年在我国发展得较为迅速，这主要有赖于下述几方面的背景因素：

第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环境。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日渐普及，公众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门槛不断降低。在此背景下，多元且海量的App深深融入公众的生活，人们的媒介使用从PC端进一步向移动端转移。2011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首次超越PC。
[2]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有6．95亿的公众使用手机上网，占网民总体的比例高达95．1 % 。
[3]

 这为政务App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用户基础。

第二，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新需求。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使公众的信息获取与表达渠道日益多样，以转发、评论、留言等为代表的诉求表达和参与成为常态，公众的公民意识在持续的信息交换和参与示范的过程中与日俱增。随着公众对移动终端黏着度的增加，他们产生了希望随时随地通过简单的操作获取所需信息与服务的需求
[4]

 ，而这样的需求自然会延展到政务领域，成为政务App “井喷式”发展的拉力。数据显示，如今包括政务App在内的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了2．39亿，占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2．7 % 。
[5]



第三，新常态下政务创新的新要求。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局势，我国政府需要围绕“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且相应地
 提升政务服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程度，提高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
[6]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政府的改革创新创造了机遇。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随后国务院便下发文件再次强调要各地政府部门加强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
[7]

 。其中，政务App的发展建设被提上日程，如2016年6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文件，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积极运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推进政务公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8]

 。

除了我国，近年来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也都意识到了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公众新需求以及为政府创新服务提供的机遇，亦有针对性地对其政府发展战略、执政方式做出了调整。

例如，早在2012年5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便授权发布了行政命令《数字政府：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平台以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Digital Government：Building a 21st Century Platform to Better Serve the A merican People）。该战略不仅明确了美国政府须运用包括移动终端在内的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明确制定了联邦各有关机构在12个月内推进具体工作的路线图。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希望借助数字政府战略实现三个目标。
[9]

 （1）使日益增长的使用移动终端的美国公众能随时随地使用任何
 设备获得高质量的数字政府信息与服务； （2）确保在新的数字时代，美国政府能抓住机遇，以智能、安全和低成本的方式来采购并管理终端设备、移动应用程序和数据； （3）开放政府数据，令公众、企业和政府内部各机构可以更好地利用联邦数据，以促进国家创新，并提高政务服务质量。为了加强对各政府机构的指导，该战略明确了四项实施原则，这些原则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

一是以信息为中心。联邦政府掌握的大量信息是国家的财富，对公众、企业和政府规划都有巨大的潜在影响。为了适应新的信息环境，提升政府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联邦政府要从根本上转变其对数据信息的观念——政府所需考虑的不应只是在网页、App上对政府信息简单地进行公开，还应更多地兼顾到信息的开放性、准确性和安全性。这就要求政府改变以往以“文档”的形式管理信息的方式，而应以信息为中心构建数字服务体系——通过制定并公开信息可读格式（如W eb A PI
[10]

 和常见的元数据
[11]

 标记模式）将所有的政府信息以数据的形式进行标记，使得政府信息能够被美国公众和企业以相同的方式重复提取、共享和跨终端呈现。

二是搭建共享平台。政府传统的分散采购、研发试点等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还阻碍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为了应对新时期的挑战，各政府机构应贯彻“一次建设、多次使用”原则，优先关注共享的解决方案和现存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为每个新项目重复采购新的设备。为了加强对各政府机构的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白宫总务管理局（GSA）将建立一个数字服务创新中心，负责在联邦政府内创建共享和开放的内容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同时针对移动设备和无线服务采购建立政府合同模板，
 建立政府移动设备管理平台，为各机构采购设备、报告库存、管理费用提供指引，并增强对设备的监测和同步管理。

三是以客户为中心。为了保证数字服务质量，政府机构在借助网页、App、数据库等创建、管理、组织和呈现信息时，均应以客户需求为首要考虑因素。这包括以客户为中心设计产品，结合客户需求提供有意义的服务，加强与客户的互动，以及结合客户的反馈进行绩效考核和不断改进服务。此外，为了迎合移动终端客户的需求，联邦政府还要求各政府机构在未来12个月内启动至少两项优先面向客户的移动服务应用，且要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确保公众借助移动设备能够简单地访问和使用所有信息服务。

四是保障安全与隐私。当政府转变为以信息为中心并支持移动应用的数字政府时，由于移动互联网具有数据传输便捷且无线连接允许用户绕过机构的安全监控等特征，政府在数据存储、处理、传输等环节面临着更多安全和保密的挑战，相应的，政府须对商业信息安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工作赋予优先级，并通过不断地运用新的监测和安全保障技术、出台新的安全评估标准等方式完成上述工作。

为了推进该战略的实施，美国政府配套施行了行政命令13571 （旨在简化服务流程以及提升面向公众的服务质量）、行政命令13576 （关于建设一个高效率、高效能、负责任的政府）、关于建设透明和开放政府的总统备忘录、建立网络空间可信任身份标识的国家战略（NSTIC）、调整联邦政府信息技术管理的改革计划等在内的多项举措，最终形成了美国数字政府战略体系。


二、政务App的功能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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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App的相关界面

尽管政务App已经不算新鲜事物，然而对许多政府官员来说仍是闻所未闻。政务App能实现哪些功能？它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平台的区别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是各级政府部门在运营政务App前必须加以明确的。


（一）政务App的核心功能


虽然不同机构开设的App在风格定位、功能设置、界面设计等方面会有各自的侧重和特点，但从总体观之，政务App的功能与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类似，也以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和政务互动为主。

1．政务公开

依循相应的程序，借助新媒体面向公众及时发布权威政务信息，是近年来我国政府政务公开工作的重点。如前面章节所述，早在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渠道。
[12]

 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将政务公开功能作为政务App的运营重点。而凭借着移动终端庞大的用户规模，以及信息发布便捷、操作灵活、传播迅速、表现形式多样等传播优势，政务App可在扩大信息传播范围、提高信息到达率、丰富话语表达体系、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等方面为政府提供助益。

在实践过程中，与政务公开工作相配合，政府部门可在政务App上发布如下信息： （1）常规管理信息。这是指与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相关，且涉及公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如政府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以及关于政府最新工作进展、政策出台与实施等的动态新闻。 （2）重点领域信息。即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公众日常密切相关的领域的信息，如行政权力清单、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重大项目建设、公共服务发展、国有企业财务情况、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信息。（3）政策解读与回应。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较强的重要政策法规，政府可借助政务App及时发布权威解读；对于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重要政务舆情、重大突发事件等社会热点问题，政府也可以在政务App上对公众关注的焦点予以回应，并根据工作进展持续发布动态信息，如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以及处理结果等。

此外，凭借着App自身技术、传播与运营等方面的特性，政务App在政务公开上较其他政务新媒体平台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譬如政务App不依赖于其他媒体和应用的独立运作模式，使政府不必受篇幅、形式、时机、频次等因素的束缚而自主决定“说什么” “什么时候说” “怎么说”；又如政务App板块与栏目的设置和及时推送的功能也更利于公众对信息的获悉、查询与检索。这里我们可以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App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进行比较。中纪委同时运用App和网站两个平台面向公众公开反腐动态，为了迎合公众在移动端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和快速查询、获取信息的需求，中纪委的App在信息发布内容与栏目设置上均有别于网站：其一，在内容上，不同于网站侧重于发布较为宏观的、中央高层及分地区的反腐动态（如《中央纪委领导参加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侧记》 《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App更倾向于“抖猛料”，第一时间发布官员落马消息（如《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霍克接受组织的调查》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党委委员马建接受调查》）以及通报具体的反腐数字，并以信息推送、提醒等形式送达用户；其二，在栏目设置上，App将网站的“头条要闻、专题专栏、廉政教育、法律法规、网上举报”等11个板块54个栏目，精简为“要闻、党风、审查、巡视、阅微、观点、访谈、图说、专题”等9个栏目，便于用户分类查阅相应的信息，并提供栏目选择、排序的功能（见图9-1）。

2．政务服务

长期以来，政府内部存在大量缺乏流动、标准不一、难以共享、不易利用的信息孤岛，且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也遇到体制、机制和管理等诸多阻力。受此影响，公众在办理事项时经常遇到信息不对称、工作人员办事效率较低、重复提交办事材料、往返跑腿等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问题。而App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则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情况，因而也被列入了我国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改革重点：其一，政务App通过对办事机构、职能、流程等信息的公开，以及信息查询、检索等功能的设置，可以令公众更方便、更清楚地掌握办事流程；其二，政务App能把相应功能板块设置为新的服务“窗口”，公众可在线提交行政事项办理请求，实时追踪办理状态，还能直接使用医院挂号、社保查询等公共服务；其三，通过邀请政府各部门加入运营，政务App可实现政府各层级各部门之间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多元利用，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业务联动，从而有利于公共服务事项、审批事项的集中办理、一站式办结，解决长期困扰公众的“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具体而言，政务App可帮助政府提供如下两方面的政务服务： （1）行
 政事项办理，即开通面向个人的户籍管理、婚姻登记、出入境管理、社会保障等个人事项，面向企业法人的财务税务、年检年审、设立变更、资质认证、注销撤销等行政事项的网上办事功能，同时提供办事指南以及事项的在线预约、预审、办理、进度查询等一体化服务；（2）社会公共服务，即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各项便民服务，如交通出行、医疗保健、文娱体育等。值得注意的是，与政府机构的职能及公众的需求相对应，不同层级、职能的政府机构所开设的App在服务设计上也应有所侧重。目前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提供专项服务的政务App，如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 “数据中国”、中国气象局的“中国天气通”等；另一类是提供综合性服务的政务App，如下面介绍的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广东网上办事”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北京服务您”。

“广东网上办事” （见图9-2）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推出的政务App，旨在面向广东省公众提供覆盖省、市、区（县）等三级政府的一站式行政事项办理服务。

在板块设置上， “广东网上办事”设立了“政务公开” “法人事项” “个人事项” “政民互动” “效能监督”等五个板块，基本覆盖了公众办事所需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办事指南查询、事项在线办理、办结事项的监督与反馈等各个环节。

在政务服务上，为了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增强公众操作的便利性， “广东网上办事”有如下三方面的功能设计： （1）允许公众根据自身所在的地域与所办理事项的需求，对办理事项对应的省、市政府进行选择。 （2）针对公众所在地区，根据不同办事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开设“法人事项”和“个人事项”两个板块。 “法人事项”板块提供与企业相关的政府投资审批、企业投资审批，以及进口植物检疫、供电许可审批、医疗广告审查、社会信用查询等事项的办理； “个人事项”板块则包含与普通公众生活相关的社会保障查询、驾驶人违法查询、出入境审批等事项的办理。 （3）在事项办
 理板块的醒目位置，设置了“预约” “申办”和“查询”三个功能按钮，令公众能够便捷地进行行政事项办理的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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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广东网上办事”的界面

“北京服务您” （见图93）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面向北京市公众提供首都城市综合信息与服务的政务App。

在功能设计上，为了结合公众生活的各个场景，令公众能足不出户享受更多便捷服务， “北京服务您”设置了“交通出行” “房产服务” “文娱体育”“劳动就业” “婚育服务” “教育服务” “社区服务” “度假旅游” “医疗保健”“政府办事”等10个类别板块，提供130项便民服务，并计划推出基于地理位置的精准应急预警、婴幼儿免疫接种等更多场景化的便民服务。
[13]

 同时，为了增强对公众使用的引导性，“北京服务您”在每个服务板块下，又划分了“精品服务”和“攻略指南”两个栏目。前者集成了该板块下公众最常使用的服务事项，后者则提供了与该板块相关的办事指南、政府动态、政策解
 读等内容。

以“房产服务”板块为例， “北京服务您”设置了“公积金查询” “公积金贷款” “新房项目查询” “购房合同查询” “可售新房查询”等5个“精品服务”事项，基本覆盖了公众选房、购房环节中的各类需求。其中， “新房项目查询”和“可售新房查询”可为公众提供与楼盘项目相关的各类信息，便于公众进行决策；基于“公积金查询”和“公积金贷款”服务，公众填写账户信息和密码后，即可查询公积金和贷款情况； “购房合同查询”服务旨在核查买卖房屋合同的真实性，帮助公众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此外，为了进一步满足公众对房地产交易市场的信息需求以及配合北京市政府的调控工作，该类别下的“攻略指南”栏目还会经常更新、发布与房地产租赁、交易相关的增值税缴纳、产权证办理、公积金提取、公租房申请等办事指南，以及北京市政府最新的不动产登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等政策通报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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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北京服务您”的主界面与“房产服务”板块界面


 3．政务互动

基于App使用便捷、交互性强、板块设置灵活等技术特征，政务互动也是政务App的一个主要功能，这通常可包括下述几种形式： （1）咨询投诉，即为公众提供意见表达与反馈的渠道，鼓励其对政府服务进行咨询、监督与意见反馈，同时运营团队也会定期将意见汇总至相关部门，促使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于App上做出回复和落实。 （2）领导信箱／留言板，旨在为公众与政府部门领导打造双向的沟通平台，一方面能方便政府领导了解民意、问政于民，推动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务App相较传统PC端政府网站还具有贴近公众的媒体使用习惯、方便公众操作、表现形式灵活等特征，这也会进一步激发公众表达诉求和建言献策。 （3）网上调查，即针对政府部门特定的政策制订、政务服务的实施等，以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向公众征集建议与看法，并可通过App的消息推送、通知提醒等功能，吸引公众的关注与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在设置互动功能时，各政府部门可根据自身工作实际以及社会公众的需求，对互动栏目的名称、互动的形式、运作方式进行差异化设计，从而达到既能形成政务App的独特功能特点，吸引公众的注意与参与，又能为政府的实际工作提供有益支持的目的。典型的如国务院App为了增强与公众的互动，上线伊始便设置了“互动大厅”板块，并且为了吸引中国政府网原有的用户群体，还在该板块上嵌入了中国政府网的互动栏目“我向总理说句话”。在运营中，运营团队延续了中国政府网的运作思路，注重将互动中产生的民意、民智、民需转呈至相关部门，以推进公众问题的解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为核心目的，因而受到了公众的欢迎。仅于2016年1月底至3月15日期间，该栏目便征集到183 427条公众留言，其中有1 503条优质建言被分批报送至国务院有关领导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93处工作部署的表述与公众的这些
 建言高度契合。
[14]



在互动方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App的设计也可圈可点。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前，中纪委查办的许多案件通常由新华社对外发布通报。但是十八大以后，中纪委查办的绝大多数副省级以上官员案件由该网站第一时间公布，这使得该网站拥有了无可比拟的独家性和权威性，因此也得到了“反腐通讯社”的称号。根据该网站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网站点击量超过9．7亿次，最高一天超过600万次。
[15]



为了加强对反腐信息的通报，推进反腐工作的开展，中纪委顺应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于2015年1月1日正式推出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App。该App被定位为“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门户网站适应形势任务需要推出的新媒体平台，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信息发布、宣传教育、工作展示、互动交流、监督执纪的重要渠道”，其风格为“严肃、准确、权威、及时”。

在互动上，基于自身的反腐工作实际以及公众希望便捷举报、监督的需求，中纪委的App重点开发其举报功能（见图9-4）。2015年6月18日开通了“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主要受理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内外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等11个类别的问题举报。与以往的举报窗口不同，中纪委的App对其举报功能做出下述改进：其一，基于移动终端文字输入不便的情况，简化了举报内容的要求，公众只需在上述问题中进行选择，并输入5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注明问题发生的具体日期即可；其二，迎合移动用户“随手拍”的习惯，设计了上传文件证据的功能，公众可以最多
 上传2个、每个大小不超过5 M的图片或视频作为附件；其三，为了鼓励更多的公众拿起手机，随时参与监督，该举报系统并未要求实名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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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App的举报窗口


（二）政务App与其他政务新媒体平台之比较


作为“两微一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App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一同在政府的信息发布、与民互动、优化服务以及更进一步的形象塑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过，由于所搭载的平台及各自的技术属性不同，政务App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在功能上亦有所差异。

微博、微信以社会网络为基础，依靠关系网络形成裂变式传播， “秒互动”等特征，决定了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以快速、实时、多样化的信息发布为主要功能，并辅以相对简单的政务互动和政务服务功能，如政务微博可通过评论、转发、开展在线调查等方式获取民意，政务微信可借助导航栏设置为公众提供简单的信息查询、互动、便民服务等。例如“平安北京”的政务微信便设置有“便民服务” （包括车辆违法查询、驾驶人违法查询、火灾隐患举报、便民电话等功能）、 “业务指南” （提供关于人口管理、交通
 管理、出入境管理三项事务的办事指南）、 “微博矩阵” （旨在与政务微博进行联动）三个功能选项。但上述功能的实现也会受到平台的制约，如政务微博发布的文本内容一般应在140字以内；政务微信只有在认证后才不限制每天的推送频次，并且受页面模板所限不能设置过多的功能。此外，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其公开发布的信息均须经过平台运营商审核，认证流程亦相对烦琐。

相较于上述两种政务新媒体，政务App由于是政府自建、自营的平台，运营起来较为灵活，功能更加多样。政府部门不仅可以自主确定信息发布的内容、页面设置、栏目安排与推送频次，还可提供涵盖行政申请与查看等系列行政事项办理的、更多种类的政务服务，因而被视为“兼具内容与服务功能”
[16]

 的优质政务新媒体平台。但是，也正是政务App需要自建、自营，从而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会让一些政府部门望而却步。而对于移动用户来说，其在享用政务App的服务前必须先下载、安装相应的应用程序，而非像微博、微信一样只需关注、订阅即可，这无疑为他们使用政务App增设了门槛，也为政务App的推广增添了阻力。


三、我国政务App的发展现状


在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我国政务App近年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覆盖了从中央至地方的许多政府部门，主要在交通、社保、民政、旅游、公共安全等领域为公众提供信息和服务。


（一）覆盖层级：由中央至基层覆盖率递减


比较各层级政府对政务App的运用，会发现我国中央部委办局开设政务App总体较早且发展较快。早在2011年2月，国家统计局便上线“中国
 统计”App，成为第一个开通政务App的国家部委。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推出了自身的App，但只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更新内容。从2013年起，更多的中央部委办局尝试运营政务App。截至2016年4月，我国已有26个中央部委办局开通了共计35个App，国务院直属机构中更是有高达66．7 %的机构开通了自己的App。
[17]



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各级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政务App的重视，不少政府机构投入人力、资金、设备等资源积极开展实践。但由于政府所掌握的资源状况、领导重视程度、政府工作人员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以及其所辖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和公众的需要程度差别较大，政务App在各个层级的政府之间分布较不均衡，覆盖率从中央至基层逐步递减。如有统计数据显示，在2013年底，政务App在中央部委、省级、地市和区县政府的建成比例分别为25 % 、31 % 、11 %和3．8 % 。
[18]




（二）地域分布： “东快西慢”


在地方层面，截至2016年初，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已有19个机构搭建了共计27个政务App。
[19]

 而在具有代表性的70个大中城市中，除丹东以外的69个城市的政府部门均开设有自身的App，总数共计316个。
[20]



从地区分布来看，政务App发展呈现出“东快西慢”的不均衡状态。一方面，东部地区政务App的开设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在省级政府层面，
 10个东部省区中有8个省区均开设了政务App，开设率高达80 %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设政务App的省级政府数量分别仅为3个（占比50 % ）和7个（占比58．3 % ）。
[21]

 在市级政府层面，深圳、广州、杭州等代表性东部城市拥有App的数量超过15个，而大多数中西部城市的政务App数量则不足5个。
[22]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政务App的信息发布、政务聚合、政务互动等功能的开发也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三）运营情况：出现多个“短板”


尽管发展比较迅速，但政务App的运营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定位不准确（有的只是为了搞“形象工程”）、理念跟不上、团队欠专业、制度不齐备、资源难保障等原因，政务App在平台搭建、功能设计、版本开发、宣传推广、安全保障等方面出现了很多“短板”。这些“短板”限制了政务App信息与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了政务App的下载量（如中央部委办局的政务App半数以上的下载量不足1万次
[23]

 ）、体验度和使用率，不仅难以对政府改进服务工作、优化形象提供助益，反而会被公众视作政府浪费行政资源的作秀行为。

在平台搭建上，一些政府部门存在重复建设、 “一府多端”的问题。例如贵州省政府开设了“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网上办事大厅” “整体政务”和“影音政务” （为盲人提供语音服务）等四个App，海南省政府开设有“海南省人民政府网” “整体政务”和“影音政务”等三个App，国家统计局也有“中国统计” “数据中国” “掌上数据库”等三个App。这一现象虽然能反映出政府部门面向不同人群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努力，但也折射出
 内部缺乏统一管理和协调动作的现实，结果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开发成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让公众在选择使用政务App时平添了几分困惑。

在功能设计上，许多政府部门仍旧以宣传为政务App的主要功能，对政务服务与政务互动等功能开发不足。以中央政府部门的App为例，调查显示，高达92 %的App有信息发布功能，但是有信息查询功能的App占比仅为36 % ，有互动交流功能的App所占比例更是只有28 % 。
[24]

 这使得政务App与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和明显的优势，因而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可与积极的使用。

在版本开发上，大多数政务App以安卓系统为主，适用于苹果iOS系统的App数量较少，部分App仅有安卓版本或是苹果iOS版本，这制约了使用不同终端与操作平台的公众下载和安装政务App。另外，政务App一旦推出后，能根据系统和终端技术的发展进行版本更新的少之又少，仅满足于“有无”而未能“精耕细作”。
[25]

 而旧版本在新系统上极有可能出现无法下载或下载后无法安装，以及安装后出现闪退、死机、卡顿、界面原始或不适应屏幕尺寸等问题，这会大大影响公众的体验。

在宣传推广上，不同于商业App尽一切可能地开放各类下载渠道，融合各种媒体平台以吸引用户关注，方便用户下载，政务App大多并未积极推广，因而在渗透率、影响力、下载量等方面都远逊于商业App。例如，公众通常会通过官方网站、二维码扫描、应用商城搜索等方式获取App，而许多政府部门在开发出政务App后却没有主动向公众提供上述渠道。有调研显示，22．2 %的省级政府部门没有关于其政务App的提示信息，个别省份官方网站提供的下载地址和二维码均已失效，还有过半的政务App并
 未进入应用商城。
[26]

 又如，很多政府部门并未在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已有一定关注度和影响力的自建平台对政务App进行过宣传和介绍，借助其他媒体所做的推广则更为罕见。再如，一些政务App只对当地政府辖区内的公众开放，但却要求人们通过购买、手机号码注册、身份证号码绑定等程序才能使用服务
[27]

 ，这增加了公众的使用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降低了他们的使用意愿。

此外，政务App对数据和用户隐私的安全保障问题并未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致使其在运营中安全隐患较多，从而导致公众对于政务App的信任感和好感度普遍偏低。2015年一项关于全国大中城市政务App的调查发现，一线城市中仅有约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务App可以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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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务App的运营要点

针对上述我国政务App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本节将重点从开设基础、平台搭建、角色定位、制度保障等方面对政务App的运营提出建议。


一、开设基础


政务App确实已经在不少政府部门取得了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必要或适合开设政务App。在“试水”政务App之前，各
 政府部门应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加以考量，在此，笔者将这样的考量主要具化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部门权限


旨在向公众提供信息与政务服务的政务App，其功能发挥和运营效果与政府部门所能发布的信息资源、所能行使的行政职能等权限密切相关。随着行政层级的递减，各级政府所拥有的权限也呈现出“由厚渐薄、由面至点、由宏观政策管理到微观具体操作”
[1]

 的变化特征。一般来讲，层级越高的政府部门，其享有的信息发布权限越大，拥有越多的一手信息与数据资源（比如有着近3 000万次下载量的“中国天气通”的发布者——中国气象局就拥有国内最为全面、及时、翔实、权威的气象数据），能行使的职能范围越广，亦可为公众提供越多元的政务服务，同时对其他部门的调动能力也越强，能基于新媒体平台形成越好的协同与互动，这也越利于政务App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反观层级较低的政府部门，尤其是乡镇等基层政府部门，其信息发布权限较小（发布信息时常需获得上级部门的授权），信息发布频次和数量也不太多，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对新媒体的使用也较少，很多服务需要借助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支持才能提供，因此即便资源充足，也根本无须开设政务App。


（二）资源支持


开设政务App前必定要考虑到政府部门所能投入的资源，除了上述的信息资源外，还应关注人力和资金。

对政务App进行长期维护和版本更新，以及常态化、有规律地在政务App上开展信息发布和政务互动等工作，是政务App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组建人数充足且相对固定的工作团队，而为了保障运营效果，团队中还应配备掌握App运维操作技术的专业人员和掌握新媒体平台信息发布策略的内容管理人员。


 不同于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政务App的开发和运营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仅从开发环节看，开发一款简单的App成本是8万元，如果需要对App进行界面设计与优化，则需要后期追加投入。而在实践过程中，许多政府部门通常采用采购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式来推行政务App，一般购买App的价格约为30万元，若是再加上后期的App流量监控分析、App日常更新及内容编辑、网络营销策划及推广等服务，整体的资金投入动辄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比如，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采购的“警民通便民服务平台”，成交金额为36．8万；广州市旅游局将“广州旅游” App与广州旅游资讯网、微信公众号一同进行采购，最终以127．5万元的价格成交。
[2]




（三）已有平台


与在前一章探讨“有没有必要用政务微信”时的观点一样，一个政府部门是否有必要开设App，还应考虑其已有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情况。假如其他新媒体平台已经积聚了可观的用户规模，可提供较为多元且深入的信息发布与政务服务功能，且公众已经对这些平台形成了固定的接触与互动习惯，那么该政府部门开设政务App的必要性也就大幅降低了。

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为例，虽然该机构的政务新媒体平台运营走在前列，但却没有将开设政务App列入计划。究其原因，也恰恰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量。
[3]

 其一，在北京市公安系统范围内，海淀区公安局由于行政层级较低，在信息获取与发布方面的权限较小，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务App的数据发布与服务功能。其二，海淀区公安局对政务App所能给予的人力、资金支持有限，不足以支撑政务App良好地发展。仅以人力资源为
 例，该局政务新媒体由公关科负责运营，该部门现有警务人员14人，在运营现有的微信、微博平台的同时，还须完成执勤、巡逻等工作，难有时间和精力再承担政务App的运营工作。其三，海淀区公安局的现有政务微博（ “海小博”）和政务微信（ “海小薇”）两个平台发展较好，已分别积累超过22万名粉丝和4万余名忠实用户，并且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服务模式与互动模式，留给政务App的发挥空间相对较小。


二、平台搭建


目前，政务App的平台搭建包括政府部门独立自建平台、合作搭建平台以及入驻第三方平台等三种方式。


（一）独立自建平台


独立自建平台是指由政府部门通过自主组建团队或采购服务的方式，独立设计、搭建、运营、维护政务App。这是目前许多行政层级较高、行政职能范围较广的政府部门（如中央部委办局、省级政府）所采取的搭建方式。该方式的优势在于，政府部门作为主导者，对政务App的界面设计、功能开发、更新维护等方面享有较高的控制权，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灵活度。不过这一方式需要政府部门持续不断地投入各类资源，也可能造成重复建设的乱象。


（二）合作搭建平台


那些职能较为单一，或是人力、财力等资源相对匮乏的政府部门，可以考虑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搭建平台，优化其政务App的投入与产出。相较于独立自建平台，合作搭建平台的优势一方面在于部门间增强了协作，有助于理顺关系、形成合力，一站式解决公众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成本分摊后会减少运营压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选择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共同推出整合式的政务App。例如，广东省政府整合了其下属47个厅局机构和广州、
 深圳等21个地市级的各类服务功能，推出了“广东网上办事”App，为广东省内公众和企业提供相应的查询、行政事项办理等服务。
[4]

 又如，为了进一步丰富针对广州市民的服务种类、优化服务效果，广州市民政局、市城管委、市公安局、市体育局等多个部门合作搭建了“广州通”App。该平台提供包括政府便民、车主服务、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本地生活等五大板块共计40多项的政务服务。
[5]




（三）入驻第三方平台


这是指政府部门借助现有的第三方App，入驻其相应的栏目或频道，从而既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信息发布、政务服务、政务互动等政务App的功能，同时也能借势第三方平台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成熟的运营模式，增强信息发布的成效，提升政府服务的覆盖范围以及服务质量。

目前，政府部门入驻的第三方平台可分为以下三类： （1）信息聚合类平台。此类App以向公众提供即时的信息资讯为主要功能，政府向平台提交申请并通过审核后，即可进驻其政务信息相关栏目或板块（如“今日头条”App的“政务头条号”、 《人民日报》App中的“政务发布厅”），借助其智能分发、精准推荐、用户规模庞大等传播优势，向更多的公众提供即时、权威且精准的政务信息发布与政务互动等服务。 （2）服务聚合类平台。这主要是向公众提供金融服务、信息查询、移动通信等综合服务的平台。该类平台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具有公众接受度和认可度高、更新和运营状况良好、生态系统逐步形成，以及较强的风险控制体系和安全能力等优势。
[6]

 地方政府部门可通过开放数据的方式，将一些行政事项查询、
 缴费等政务服务转移到这些平台上，从而令公众无须再在政府App上经历注册、身份验证、银行卡绑定等环节，便可便捷使用政务服务。 （3）入口聚合类平台。现今有一些App扮演“超级App”的角色以获取平台效应。该类平台与PC端的搜索引擎功能类似，通过邀请政府部门开放端口、对接平台，实现以单独的页面或栏目对政务App加以集中展现，从而成为公众直接查找、跳转、使用政务App的“入口”。典型的如新华社推出的“新华社”App，其旨在成为新媒体“国家队”领军者的同时，还希望打造成党政App集群统一入口和综合信息服务统一平台。在具体做法上，该App在与全国各市县政务App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在其“本地频道”栏目中借助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向各地公众提供当地政府政务App的链接，公众通过点击链接，即可跳转到相应的政务App下载页面。

由于上述三类平台中信息聚合类平台的发展势头强劲，入驻部门众多（数以万计），用户规模庞大，因此本部分接下来以“今日头条”App为例，重点介绍如何在此类平台开辟政务传播的“新阵地”。

“今日头条”App是一款基于数据挖掘和算法分析，向用户定向推送其关注话题及相关内容的手机App。截至2017年1月， “今日头条”App的激活用户已超过7亿，日活跃用户7 800余万，每人每天的使用时长达76分钟。
[7]

 政府部门入驻“今日头条”App是典型的政府与第三方信息聚合类平台合作的成功实践（见图9-5）。

根据“今日头条”App的总编辑夏勇在“端·政——当政务新媒体遇上AI”大会中发布的数据，在2016年一年中，来自全国各级党政机构的政务头条号从4 000家发展到了3．5万家，开设政务头条号过100家的城市已超100座；众多政务新媒体全年发布的240万篇图文和视频获得了82亿次
 阅读；这一年用户在这些政务头条号上使用的时间相当于14 423年。
[8]



各级政府入驻“今日头条”App，不仅可享受其现有流量红利，还可搭乘AI （人工智能）的顺风车。AI在对海量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基础上，将用户的兴趣建模，并将信息在正确的时间推送给定向用户，使信息发放效率得到提升。 “今日头条”App所开辟的政务传播“新阵地”适用于定位在主攻信息发布的政府部门，直接入驻可减少政府部门资金、人力等资源的浪费。在使用上，公众不仅可以被动接收信息推送，也可通过点击感兴趣的政府部门账号，集中查看该账号发布的所有文章，还能够通过点击“关注”来主动接收该账号的固定内容推送。

[image: picture]


图9-5　“今日头条”App政务栏目及入驻部门界面示例


三、角色定位


政务App究竟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归根到底还是公众说了算。这就
 要求政府部门在筹划上马App时，通过充分调研以精准了解公众对政务App的角色期待和服务需求，真正明确政务App “为了谁”及“做什么”，并据此设计政务App的方方面面。

公众对政府的角色期待通常与政府的职能权限和行政层级密切相关，政府的层级结构离中央越近，拥有的权限和受中央控制的力度就越大，公众则越关注其政治性质的职能，主要为对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与把握；政府的层级结构离公众越近，公众则越关注其公共管理性质的职能，即具体的行政职能。
[9]



与此相对，各层级政府部门在设计政务App时，也应认真考虑其所应扮演的角色。其中，中央部委的App应更凸显“大局”意识，结合本部门的职能特性，侧重在宏观层面提供行业发展规划、发展趋势判断等信息服务以及行业发展指导等政务服务。地方政府的App则需加强“地方特色”，不仅应在App的名称、图标、配色、背景等方面的设计上融入地域文化特色，还当着重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信息资讯以及符合部门运作特征的、本地公众最为需求的政务服务。

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国务院App的角色定位与实践经验（见图96）。

2016年2月26日，由国务院办公厅主办、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负责运营的国务院App正式投入使用，并在上线11个月后推出2．0版本。在国务院App筹备期间，筹备组工作人员就对公众的信息需求进行了调研，并在策划栏目时，把各部委网站及App的所有栏目加以详细分析，同时请各部委网站运营部门推荐5～7个与公众关联最为密切的栏目。
[10]

 最终，筹备组将国务院App定位为公众“身边的中国人民政府”，以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国
 务院政务信息，面向社会提供与政府业务相关的服务，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府与公众互动交流新渠道为核心功能，将政策搜索、数据查询等作为国务院App的主要特色。截至2017年1月，国务院App上线以来的累计下载量超2 000万，激活用户数超700万。此外，与其相对应的公众号“中国政府网”目前拥有500多万粉丝，微博“＠中国政府网”的粉丝量也在1 500万以上。
[11]



国务院App设置了“首页” “国务院” “政务大厅”三个功能板块。其中， “首页”和“国务院”板块主要以发布国务院的政务信息为主，如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政策文件，国务院领导重要会议、考察、出访活动等。其中，为了方便公众的浏览与检索， “首页”设置了“要闻” “总理”“政策” “部门”等15个栏目，公众可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添加、删除栏目或对栏目进行排序； “国务院”则按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等类别，将国务院领导的动态分类呈现。

“政务大厅”板块发布与国务院部门、政务服务等相关的各类信息，并为公众提供与政府业务相关的服务。该板块内含“部门大厅” “服务大厅”“互动大厅” “数据中国” “信息公开”等五个栏目。在“部门大厅”栏目中，公众可以浏览包括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在内的多个部委的政务信息、相关新闻和政策解读。 “服务大厅”栏目针对公民、企业、外国人、社会组织四个群体及其差异化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信息，如公民的生育、教育、兵役、就业，企业的开办设立、工商管理、安全防护、劳动保障，外国人的出入境、移民定居、旅游观光、婚姻收养，以及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基金会的成立及运营等相关领域的政策规定与办事流程。“数据中国”栏目展现了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G DP、CPI、PPI等各项数据及其解
 读。 “信息公开”栏目把国务院的政务文件做成文件库，并提供了按时间和关键字、公文种类（如国令、国发、国函等）、主题（如国务院组织机构、综合政务等）等方式检索文件的功能。 “互动大厅”栏目旨在提供国务院各部门进行意见征集与公众关切回应的渠道，以激励公众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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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国务院App的主要界面

此外，为了迎合移动终端用户的信息偏好，国务院App在信息发布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其一，在文字新闻外还加入了视频、音频及图片新闻等多种呈现形式，通过更为形象、生动的信息内容增强对公众的吸引力。其二，对原本严肃、刻板的官方话语加以优化，力图“用最新的语言，最新的形式来传递最权威的政策”。例如，在解释“营改增”问题时，就推出了一系列点击量破百万的内容产品，包括税务达人“小军”用微信聊天的方式白话“营改增”，直播“小营” （营业税）、 “小增” （增值税）、 “小财” （财政部代表）、 “大企” （大企业代表）、 “小税” （国家税务总局代表）、 “小企”（中小企业代表）出席“营业税欢送会暨增值税就职典礼”的H5产品，发布《营改增最全实用手册》等。其三，在权威信息外，也着重发布带有“温度”的内容，如在端午节之际发出“安全出行的温馨提示”，在高考结束时刊登一张写着“致考生：白日放歌，青春作伴”的海报（见图9-7），在劳动节时发布一款名为“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么”的短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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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国务院App发布的带有“温度”的内容

此外，为了增强App与其他新媒体平台的联动，提升国务院所发布的信息的影响力以及带动App的下载量，国务院App不仅在内容页面上设置有分享按钮，允许公众将信息分享至微博、微信、微信朋友圈、Q Q等四个渠道；还在腾讯应用宝平台上发布了相关版本，借助应用宝的“微下载”功能，公众可将国务院App分享至微信朋友圈，而其他公众打开分享页面，即可直接跳转至相应的页面（安卓系统用户进入应用宝，苹果系统用户进入App Store）一键下载安装该App，从而有效地缩短了公众的下载步骤（见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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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国务院App朋友圈分享与一键下载页面


 在国务院App的2．0时代，其创作团队还将海外友人纳入目标用户群体。为方便海外友人使用，国务院App2．0版本推出了中英文一键切换功能。用户可点击屏幕右上角的“E N”或“中”来切换语言设置（见图9-9）。看似简单的设计却有利于外国友人了解我国政府的运作情况，为我国在国际塑造良好形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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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国务院App英文版界面


四、制度保障


政务App若要实现长期有效的运营，还需要配备合理而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作为保障。

一方面，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平台一样，政务App的运营离不开政府部门主管领导的重视与资源配给、明确的部门归属和权责
 分工、专职的工作团队，以及完善的工作制度与绩效考核体系。由于该部分内容在前面章节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言。

另一方面，由于政务App在用户注册和登录、行政事项办理与查询、便民服务提供等环节，将产生大量涉及公众隐私的数据（如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以及关涉政府行政乃至国家安全的数据，这就要求政务App相较于其他政务新媒体平台，必须特别重视对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的管理及保护。因而，在对政务App的运营管理中，还应贯彻“一手抓电子政务建设，一手抓网络和信息安全”
[12]

 的工作精神，从制度层面强化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具体而言，各政府部门应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制度和网络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完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机制，强化网络安全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标准认证和创新能力体系建设，实时对数据流通状况和网络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对安全保障设备与软件加以维护、再开发和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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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
 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 “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着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 “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 “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　兵







序

郭庆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论称之为“中国模式” “中国制度”或是“中国道路”，其变革的内在理据、发展方式、客观效应，都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思考。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呈现为近年来逐渐增多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回首21世纪，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像中国社会这样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变革，还是互联网及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都正由“大国”走向“强国”，在新闻传播领域中中国正由“表达”走向“建构”。在这个迅速变革的时代，新闻传播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领域，因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闻媒体来指明方向，即他们来自哪里、现在处于哪里、将来走向哪里。这样的导引，既存在于私人领域里的爱恨抉择，也发生于公共领域的一切混乱事件之中。而这种导引的实质是从社会变迁角度对于人类行为的梳理、评价和预测。由此来看，从新闻话语角度分析中国的奇迹般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引入话语分析理论不过30年，新闻传播学界运用话
 语分析理论解析中国媒体传播现象的时间更短。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很快发现：话语分析强调互动的特征，对于分析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活动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虽然十分复杂，却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媒体话语的情境本质，将媒体研究直接导入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之中，更加深刻地阐发了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宰制。

处于变革之中，新闻媒体话语的多元化特征更加凸显，社会变迁中的冲突与矛盾也时时发生。在此背景下，高金萍教授经几年积累，完成了学术著作《 “明镜”与“明灯” ———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从媒体话语角度梳理胡温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探讨媒体话语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呈现与建构，在宏观视域与微观呈现的融合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维度。

主流媒体话语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塑造和强化。在本书中，作者围绕中国主流媒体文本和话语实践，分析了新闻媒体话语的二重性，认为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地交织交融。媒体话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结果，在受制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创造了制约它的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作者认为：媒体话语的二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媒体话语表达的领域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建构着媒体话语；同时，媒体话语也通过建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着社会关系、影响着社会实践。

主流媒体话语如何通过建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影响社会实践？作者提出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象———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不仅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影响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对主流媒体话语价值四维的阐发，显示了作者对于理论建构的追求和实践关切的回应，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新闻传播的使命与责任。


 新闻传播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具象化表现。呈现于新闻媒体中的话语交锋、交流、交融，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而且也是民族软实力喷涌的表征。当然，新闻媒体话语本身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决定了主流媒体话语研究的艰难。主流媒体话语分析要避开“强制阐释”的陷阱，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新闻特性，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话语文本作符合研究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用话语文本来证明研究者的已有结论或既有理论的正确性。本书作者的分析，基于严谨的文本选择（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客观的研究立场、审慎的结论推理，让我们从多侧面多角度观察我们每日面对的主流媒体。

高金萍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担任她的班主任。博士毕业后的十多年来，我目睹了她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不懈努力，目睹她经历了青年学者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她的新著出版，一方面我为之作序以表祝贺，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和高金萍一道，继续坚持“文化自觉”，在西方传播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关注中国如何在日益开放中寻求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真实地理解中国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







第一章　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即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媒体传播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记录和促动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媒体话语的变化折射着社会的变化，媒体话语也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如影随形。从媒体话语的变化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脉络，是一种从细节入手考察社会重大历史变化的角度。媒体话语的产生、使用和消退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某种话语的出现往往体现着某种新的行为、思想和价值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它的消失或淡化，同样是社会过程、社会结构中某种行为和价值理念的消长过程。本研究以十年作为一个考察时段，从媒体话语角度，分析2003—2012年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媒体话语的流变，及其折射的中国受众交流方式、冲突解决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与社会矛盾的纠缠与纾解，从中发现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趋势。

第一节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媒体话语研究

一、社会变迁与媒体传播

（一）社会变迁的表征与动力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侧重于某一特定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的变化；从政治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是社会功能运行中利益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控制之中的改变；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社会变
 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是传播技术及传播制度导引下社会关系的演变。

研究者们将社会变迁的表征分为：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上述变迁的表征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显在的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科技和社会制度变迁，到隐含的社会价值观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多个层面。德国冲突理论大师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认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社会冲突和变迁。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渐变和社会革命，有人称之为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其中，渐进式变迁是最普遍的和“正常的”变迁模式；革命式变迁是对既往规范或行为模式的“彻底的革新或决定性的颠覆”。
(1)



然而，致使社会变迁诸种表征愈显愈明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无数学者分析了各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大致可归结为两种观点：一是唯物的因素使然，如“硬的”技术、经济、环境或生存压力导致，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力量；二是唯心的因素造成，如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和精神理念等因素导致，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坚信人类的动机和理念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观念、价值和信仰推动着社会转型。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上述任何一者都不能作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一元论往往容易陷入简约化泥淖。 “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及游牧社会到传统文明，最后到今天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没有任何一种单因理论可以说明这种发展的多样性。”
 
(2)

 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不能孤立地赋予上述因素中任何一个以过度的重要性。21世纪以来，学者们日趋达成共识，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并彼此制约的结果。社会学者认为，政治与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冲突、全球化和媒体传播，是促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西方媒介政治经济学者和话语分析学者发现传播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深刻地映现了社会变迁，他们认为传播对社会变迁的特征、程度和速度产生着持续性的作用。媒体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媒体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反映与建构

媒体传播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载体。借助媒体传播，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人们达成共识，这是社会或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共识（观念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以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一般性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的主导观念都是其统治阶级的观念。人们对于特定问题或事件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往往需要通过有权力的群体和机构来加以确定和实现交流。在现代社会中，主导性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确定和交流往往是通过大众传播来实现的。于是，媒体，特别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映和影响社会变迁的载体。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支配性作用，借媒体之手四处散播，成为民众态度的发祥地。主流媒体话语作为一种中介物，居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态度之间，建构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知识、树立着社会的规范、涵养着社会的价值，从某个角度来看，实质上成为支配他人的权力、影响社会的变迁的理据之一。

对于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来说，其本质是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是客观现实与人的主观现实之间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但是，新闻传媒又是一种主体性的组织，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新闻框架选择的结果———刻意强调、阐释和呈现的符码、日常生活，经过媒体组织、传播者个体和传播制度的层层过滤，以对新闻事实的选择、突出或埋没的形式最终呈现在受众面前， “新闻框架不仅组织新闻生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
 
(3)

 。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中介，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变迁的折射，既有“明镜”式的反映，也有“明灯”式的指引。

媒体对社会变迁的折射，鲜明地体现在媒体话语中。媒体话语是指媒体在传播活动中运用的语言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既包括语言文字、图像声音，也包括蕴含于背后的传播模式。媒体话语的显在形式是人们常见的媒体报道、节目栏目、媒体语言；其隐含内容则囊括媒体的价值判断、态度选择、褒贬倾向等。以新闻媒体的话语为例，在其表面客观、真实的报道背后，彰显着这一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立场。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人们互动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社会产品，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世界即被建构，人们运用何种语言即昭示某种行动形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就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们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话语”实质上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基于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本研究所指涉的媒体话语关注的是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的话语之规则、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以及媒体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交往互动。

话语在社会变迁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社会诸种力量对话语的控制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是互相吻合的。换而言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在话语实践中造就出的各种变化，使之成为有关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
 
(4)

 。

二、媒体话语研究

（一）西方话语分析的流变

话语分析，起源于西欧语言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之一。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Sabbettai Harris）在《语言》杂志上发表《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分析了一篇生发水的广告，探讨了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系，从此掀开了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
 
(5)



20世纪60年代后，话语分析走出了早期“语内分析”和“语外分析”的藩篱，走向既分析语言的形式，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寻求语言的内涵，表层语言是它分析的物质基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是它分析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话语分析进入兴盛阶段，研究者从欧美拓展到澳大利亚和苏联、东欧，但是在亚洲和非洲关注者寥寥。1981年，荷兰学者图恩· 梵·迪克（Teun A．van Di jk）主编的《文本》 （Text
 ）创刊，成为刊登话语分析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话语分析逐渐从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拓展到媒介传播和社会研究领域，话语研究已不再是语言学的专属，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一种通用的分析策略和研究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特点，通过解构人们习以为常的话语背后的逻辑结构和权力指向，揭示话语对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以及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至今，话语分析方法已广泛用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新闻传播学。根据其分析的着重点，话语分析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侧重揭示话语斗争中的权力指向、以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的斗争—权力指向话语分析方法；旨在揭示人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话语以实现社会目的、以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为代表的认知—行为指向话语分析方法；重点关注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迁话语分析方法。众多已有研究显示，话语分析方法在解释大众传媒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具有较强的理论阐释力。1988年图恩·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
 ）出版，把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集中分析了报纸媒体的话语类型，从批判的角度指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它表达和确认了新闻生产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1992年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DiscourseandSocialChange
 ）出版，将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身份确认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 “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6)


 。1997年《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 （DiscourseStudies
 ：AMultidisci-plinary
 ）出版，并于2010年再版，图恩·梵·迪克在这本论文集中，把话语分析的最新进展归于“话语的多模式本质”
 
(7)

 。随着互联网在大众传播中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为学术研究带来的量化精度，话语研究更加强调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更注重文本和谈话与语境的结合，跨学科运用的特点更加突显。

（二）中国话语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分析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丁往道、王佐良的《英语文体学引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出版，从英语文学角度论及话语分析研究方法。21世纪初，国内翻译引进了一批话语分析方面的论著，出现了话语研究的热潮。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等人的著作，也为国内新闻传播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媒体话语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媒体话语研究主要分为四类：

其一，媒体话语理论与方法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从批判学派理论和符号学入手，借助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来分析新闻话语，为媒介研究拓展了一条新路。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认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具有语言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两个理论向度，前者涉及传媒话语的表层结构、言语行为、会话含义和修辞策略等方面内容的分析，后者涉及对传媒话语的意识形态及文本“深层结构”的探讨。
 
(8)

 曾庆香的《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重点探讨了典型人物报道和灾难事件报道新闻话语中隐含的“英雄”原型叙述模式，认为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具有双重功能，它既可能使新闻话语更贴近受众，释放沉淀在受众心底的情感，达到引导舆论的功效，也可能是新闻话语追求“客观、真实”的障碍，成为新闻话语中固定成见、刻板印象的发源地，成为大量炒作、复制、传播假新闻的根源。
 
(9)

 范红的《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通过介绍新闻话语的编码过程以及三种霸权建构方式，分析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阶层是如何将其思想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嵌入新闻话语，新闻话语进而影响受众对真实事件乃至世界的认知。
 
(10)

 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的《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提出记者虽然是新闻话语的写作者，但并不是话语的主体，他只不过充当了编码者和代言者的角色，权威的新闻来源以及刻板印象的操纵者才真正是新闻的话语主体。
 
(11)



其二，媒体话语对舆论生成与舆论塑造层面的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期，这类研究以纸媒报道中的议程设置为主要内容；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这类研究与网络舆论结合，侧重于分析网络话语的特点。张蓉、赵新利的《浅议日本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霸权———以日本报界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为例》以日本四大综合性报纸为例，透析了新闻媒体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掌握新闻话语权，而媒体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又如何通过拥有或操纵媒体来实现话语霸权。
 
(12)

 龚升平的《网民议程设置对媒介话语权的重构》结合中国近年来网络舆论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提出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受众掌控媒介话语权，进而拓展了媒介舆论监督的权利维度。
 
(13)



其三，新闻事件与媒体话语功能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数量最多，除了对单一新闻事件的话语进行分析以外，还往往采用了中西比较的视角，旨在对比中外媒体话语的异同从而发现中外媒体报道的特征。邱林川的《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性与争辩》，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李文和案的报道，指出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不同的采编风格和处理手段也反映出各新闻机构出于政治文化及报业竞争的需要而在选择客观真实、处理法理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媒介真实，形成了李文和案报道过程中的多重现实景观和媒介话语。
 
(14)

 杨静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手———中美2007 “两会”报道解读》，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2007年“两会”报道为个案，分析比较了中美两国媒体通过不同的主题建构与新闻话语塑造了迥然相异的中国媒介形象，深刻地印证了福柯的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既是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推手，又是新闻话语建构的目标，它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新闻话语说什么和怎样说。
 
(15)

 黄顺铭的《“镜子”与“探照灯”辨析———对新闻传播学中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认识思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镜子／反映论”和“探照灯／建构论”这两种新闻思维模型进行了学理追问，认为“探照灯／建构论”更符合新闻传播的实际。
 
(16)



其四，国家形象建构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的重点并不在媒体话语上，媒体话语只是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工具，对媒体话语的分析属于外围性质。程曼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在论述国家形象内涵、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和国家形象传播受体的基础上，从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媒体策略
 
(17)

 ；李智的《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针对“后奥运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全球化语境”的特殊性，力图通过媒介符号的跨文化选用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18)

 ；孙英春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认为中国形象的衍变历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话语格局的整体变动趋势，应从“传统中国” “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的主动建构入手，聚合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加强文化建构与传播体系建设，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为目标，谋求可持续的结构性影响
 
(19)

 。

近年来，对媒体话语的研究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正在从分散走向集中，媒体话语研究并非孤立地分析语言的运用，更重在检视传播的语境———谁对谁传播；为什么传播；在何种社会情境中，传播媒介的特点如何；不同的传播类型是如何演化的，它们的关系如何；等等。其二，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拓展，众多研究集中于新闻话语分析和网络话语分析，包括网络流行语如何建构人类的知识图谱，等等。

三、社会变迁与媒体话语研究

从费尔克拉夫开始，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就成为了西方话语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把话语变化放置在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关系之中进行分析，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建构话语分析的框架，使其批判性话语分析更具有策略性和实用性。在费尔克拉夫的视野中，清晰地透射出媒体话语在文化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多元化效应，媒体话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复杂关系，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费尔克拉夫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他在强调社会制度对话语的限制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话语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对于社会文化变化和再生产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费尔克拉夫几乎划定了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视域，近三十年来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新闻传播学关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似乎并未超出上述框范。在社会学领域，1989年美国学者威廉姆· A ·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和安德鲁·莫迪戈里安尼（Andre M odigliani）做了关于核武力的媒体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
 
(20)

 在政治学领域，2000年美国学者大卫·J·霍瓦斯（David J． Howarth）、艾莱塔·J·诺瓦（Aletta J． Norval）和亚妮斯·斯塔弗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从身份确认、霸权和社会变迁角度出发探讨了话语理论与政治分析的关系。
 
(21)



2000年以后，费尔克拉夫着力于探索新自由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关系
 
(22)

 ，其研究触角也涉及国际关系领域，如国际安全中的“共同体”观
 
(23)

 。他在案例分析中反复考量的是社会变迁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反映在话语中，并探讨了话语变迁的社会转型效果。

国内也出现了从话语语境、话语风格和修辞方法角度入手，从媒体话语探察社会变迁的硕博士论文，如郑思思的《农民工报道话语变迁研究（1980—2010）》
 
(24)

 、殷晓锐的《社会变迁与〈人民日报〉改版研究（1978—2012）》
 
(25)

 、许培莲的《话语与社会变迁：〈文汇报〉文化短新闻的历时考察》
 
(26)

 、刘昌伟的《中国新闻话语六十年变迁》
 
(27)

 。此外，吴果中、汤维的《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变迁》，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方法，结合社会政治思想分析，以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为框架，分析了自民国以降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及其对社会制度建构的轨迹。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媒体话语的研究鲜有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变迁角度出发，探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未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变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向的分析研究。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话语分析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从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出发，以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为分析框架，并依据这一框架，对媒体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话语功能进行了探讨。本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在于，媒体话语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媒体话语既具有客观性，能够“明镜”式地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也具有自反性，能够“明灯”式地指引社会实践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结构中，媒体话语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中的社会文化。在信息社会，媒体文化是社会文化最鲜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媒体话语是媒体文化的皮肤，直接、及时地感触着社会文化的变动，客观、准确地再现着媒体文化的变动。媒体话语是基于媒介组织对现实认知的指向性明确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一种复杂的个体言说，是传播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个性化的表述，也是媒体组织价值判断、政治立场和制度安排的显现。纵观媒介发展史，早在大众传播时代来临之前，从报纸诞生之时起，媒体就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强势地位”，无论是政治评论的传达还是商业信息的报道，从“观点纸” （opinion-paper）时代到“新闻纸” （newspaper）时代，媒体始终是社会主流阶层的“代言人”，媒体话语毫不含糊地表达其阶级利益和价值观点。20世纪中后期，传播技术的革新推动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互动性媒体再度盘踞社会阶层的“强势地位”，往昔媒介组织的单向传播时代终结，传受
 互动格局日渐鲜明，媒体话语中出现多种声音，受众表达融合于媒体表达之中，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媒体话语喧哗景象。网络传播时代，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媒体话语的多元呈现，深刻地体现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复杂图景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心态。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象，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图11）：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媒体话语传播与表达这一文化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四个文化价值维度，印证了媒体话语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控制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

[image: picture]


图11　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

英国报人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说： “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日记。”媒体话语所承载的既有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发展变迁中的细微变化，也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力量的起伏。在某个特定时期里媒体话语的价值取向、结构组成、影响范围，实质上映射着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变革的轨迹，特别是社会民主发展的进程。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在于，它一方面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的足迹、民众关注点的变化，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话语经过媒体的议程设置，更能够鲜明地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走向。本研究将媒体话语细分为三个部分：新闻话语、民众话语和广告


 话语。为了聚焦研究问题———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表现与建构，本研究以新闻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三类媒体话语中，新闻话语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最重要的承载平台，往往背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是影响民众认知最重要的话语形式。

网络传播时代，主流媒体话语传播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主流价值观。主流媒体话语不仅能够引导舆论走向期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为全社会创造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平台，引导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同时它还能够借助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来消除可能导致崩溃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在互动性媒体、社会性媒体兴起、普及之后，媒体话语已不再是媒体从业者专断的营生，网民参与媒体话语的创造和传播， “人人拥有麦克风”，网言网语也成为主流媒体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二、本研究的研究内容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特定时段中媒体话语的递变更续，记录着媒体传播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着社会民主发展的历程。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在塑造人关于现实的观念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体话语在反映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费尔克拉夫也指出，语言是社会秩序中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着现实，并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进程；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互动关系，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变迁及社会变革。由此看来，以媒体话语作为探察媒介传播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窗口，研究媒介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变迁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重要社会人员发生替换（如国家领导人）；二是由于社会统治政策变化而导致社会价值和制度结构方面的变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富裕，在制度结构和社
 会价值层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选择重要社会人员替换作为研究的尺度，以2003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研究的起点，以2003—2012十年间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以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下列问题：主流媒体话语是如何反映并影响着社会变迁历程的？从话语事件变化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体话语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变迁历程？媒体话语如何切分和重组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如何建构着媒介环境？从话语秩序变化的角度来看，媒体能否通过对话语事件的选择性报道来进行议程设置？十年的中国主流媒体话语反映出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哪些方面的嬗变？

2003—2012十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变迁的革命性步伐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人从未感受过如此快速、如此丰富的变化，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各个领域：社会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十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政府”的目标；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举办了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影响力；完成了“神舟七号”太空行走；中国抗击了全球三大疫情的传播；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住房、医疗和教育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不仅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重大变迁，而且借力新闻话语建构着中国公众对国家形象、对政治民主的认识，并指引着社会变迁的方向。2003—2012十年中，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日俱增，民众的价值观借媒体话语得以重组和切分，媒体话语体现了它作为人们感知社会的语言表征的特点。

本研究认为，在传统专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各有侧重。传统专制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建构性功能跃居首位，媒体传播者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反映性功能更为凸显，媒体传播者成为“向社会举起镜子的人”。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主流媒体话语呈现出新闻话语与民众话语众声喧哗之景，它在建构和引导社会变迁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传统理论关于媒体话语二元论（反映论或建构论）的观点难以全面而真实地概括媒体话语的功能与特性，无法解释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变迁动力之一所发挥的驱动作用。本研究从布尔迪厄的“二重性社会观”出发，认为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再现与“明灯”式指引，也并不是完全独立、不可交融的。本研究提出媒体话语的二重性，简单来说，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表明，媒体话语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属人的；“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表明，人们的话语实践具有受动性、客观性。媒体话语二重性超越了反映论和建构论的局限：第一，话语表达的领域是受到社会实践限制的；第二，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既是对媒体话语的限制，同时也是对媒体话语的促进。媒体话语的主体———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反复创造媒体话语、不断传播媒体话语这一方式，来反映社会实践本身；第三，传播者还借助媒体话语实践，再生产出使媒体话语实践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从而建构和指引着社会实践。

三、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梳理现代社会变迁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从资本主义维度对现代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法国社会学者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以“社会秩序”为研究中心，从工业主义维度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解释；德国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理性化的维度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考量；英国社会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从制度分析的维度对现代社会变迁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构想。


 本研究力图从三个层面———知识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开对于主流媒体的话语分析，最后落脚于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基于这一研究思路，使用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变迁角度考察近十年（2003—2012）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向。话语分析方法，以传播内容（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传播内容研究将媒介生产和媒介消费勾连在一起，借助媒体语言发现其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意蕴（语境），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媒体话语生产者依据其利益意图和传播模式，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建构。然而话语本身是静态的，难以对社会的动态发展进行可靠而深入的分析。为此，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历时的角度来补话语分析之不足，通过对十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年度流行语和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的比较分析，探讨主流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真实、客观的反映，在静态与动态的融合中，将社会变动中的微观与宏观、表层与内底、传播与接受融为一体，从而对社会变迁中的主流媒体话语特征与表达方式进行整体场域性的把握。

传播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鲜明而深刻的现实关怀，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媒介发展的理性思考，从媒体话语角度入手，以重大问题意识为导向，以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为工具，力图“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以此呼应“将传播研究置于探究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更宏大的学术框架之中”
 
(28)

 ，将媒体话语安置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中心，通过构建媒体话语表达的目标构想及实现路径，探寻中国价值观和社会变迁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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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流媒体话语分析

作为语言学范畴的话语有两种概念：一是将话语等同于语言；二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综而观之，话语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作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话语实践，主流媒体话语包括新闻话语、民众话语和广告话语。本研究以新闻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生产流程、文本价值、功能分析等多个向度，分析其文本呈现的社会实践，以及话语实践中蕴含的社会秩序及其内在逻辑。主流媒体话语既是社会实践的真实反映者，又是社会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主流媒体话语在民众的政治观、文化观的塑造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主流媒体与主流话语

一、主流媒体

（一）主流媒体的界定

1．主流媒体概念缘起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简称M S M ）一词来源于西方。1997年美国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左派杂志上刊登文章《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媒体？ 》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指出主流媒体即“精英媒体”或“议程设置媒体”，这类媒体设置着新闻框架。
(1)

 自此，主流媒体成为学界和业界争论的焦点。

在西方，主流媒体往往指高级报纸或质报等严肃媒体，也有学者认为主流媒体是指与网络媒体相对的传统媒体。在中国，一般认为《人民日报》等政党机关报、 《新京报》等发行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都市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官方新闻网站，都属于主流媒体。

2．主流媒体的多种定义

在主流媒体的概念界定上，国内学界和业界并不相同，各有侧重。国内一些学者从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受众关注度出发，认为主流媒体是面向主流人群、提供主流信息、服务主流市场的媒体。如：

复旦大学周胜林教授认为：主流媒体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的，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称为主流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
 
(2)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
 
(3)



浙江大学邵志择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向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
 
(4)



国内一些业界人士从主流媒体的宣传功能和意识形态出发，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规模大、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媒体。如：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认为：主流媒体就是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

《新闻出版导刊》副主编玄洪友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具备一定的规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主要的媒体。
 
(5)



吉林市人民广播电台王艳辉认为：主流媒体就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性强、权威性高、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具备广泛影响力的体制内媒体，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
 
(6)



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学界和业界研究者都基本上认可中国的主流媒体在影响力方面属于强势媒体，在受众方面以社会精英为主，在内容方面健康严肃，在功能方面兼顾宣传和信息传播。

在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看来，主流媒体有六个条件：一是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二是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三是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四是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主要发展脉络的记录者；五是基本受众为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六是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
 
(7)

 以此为据，中国的官方媒体大多属于主流媒体。

（二）主流媒体的功能

1．发布功能———发布主流信息，提供重大新闻报道

从传播内容来看，主流媒体以提供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新闻信息为己任，着重发布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信息。这类信息关乎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关系着国计民生以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包括国家和政党的重大方针、重要政策的制定和改变，时局的变化，市场行情的起伏，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重大灾难事故等。这类信息为公众的政治、经济、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这类信息与社会中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为主流信息。

主流媒体发布的主流信息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命运与发展的重大信息或重大事件。如自1985年起每年3月召开的“两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庆、元旦、七一党的生日等重大节日，是国家政治经济新闻密集发布的时期，也是受众密切关注的重大事件，主流媒体往往会集中力量、多角度多体裁多形式地进行报道，向中外民众提供重大新闻报道，发出中国声音。

在新闻报道中，重大新闻报道往往呈现为硬新闻。按照西方新闻的分类，硬新闻（hard news）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新闻；软新闻（soft news）指反常的、新奇的和娱乐性的新闻，具有较浓的人情味，写作风格轻松活泼，易于引起读者感官刺激及视听兴趣，如愉悦、同情等。硬新闻的报道内容往往直接或间接涉及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具有引导舆论动向、反映社会变动的特征，影响着社会的变迁，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2．喉舌功能———负载主流价值，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从传播功能来看，主流媒体大多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各界视为中国政府、政党和广大公众意志、主张的权威代表，体现并传播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行使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

主流价值观，即在一个社会或国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价值观，往往得到该社会或国家优势的经济、政治、军事甚至学术等理论支持，成为这一社会或国家中公众进行价值评价、选择、创造的导向和依据。在中国，主流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它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和巨大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人们所认识的现实世界，并非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是“新闻供给机构”所提供的“拟态环境”。
 
(8)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即媒介世界。经由媒介世界，人们的思想或主观世界被大众媒体所左右。然而，由于媒体对客观世界的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往往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媒体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把媒介世界当作现实世界。

由此，负载着主流价值、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在维系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几乎充当着决定者的作用。掌握了媒体话语权，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的霸权。

3．塑造功能———塑造党和政府形象，提升党和政府的美誉度

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形象的塑造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20世纪后中国新闻传播格局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既有作为党的喉舌和舆论机关的机关报、电台电视台，也有从党报中逐步分化出来的大众化报纸（周末报、晚报、都市报）、服务性频道（各类体育、娱乐频道）。单一的政党机关报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开始向党报、大众化报纸并存的格局转化，多种媒体同台竞争，主流媒体也日趋商业化、市场化、草根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新闻改革的深化，拥有舆论引导力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各种媒体发出多元声音。同时，随着社会中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主流媒体对于党和政府形象塑造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只有同步提高主流媒体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保障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塑造功能。

以《人民日报》为例。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 《人民日报》率先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7年人民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以采编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的全方位运作，引领主流媒体拓展市场、深化品牌影响。根据世界报业与新闻出版者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的统计，2011年度《人民日报》发行量为280万份，位居世界日报发行量的第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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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人民日报》遵循“在风云激荡中引领思想，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的办报理念，创新思路，锐意进取，重视与新媒体的融合，报纸质量、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品牌建设再上台阶，报纸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始终保持着日报发行量全国第二的地位，并且不断优化发行量的区域布局，进一步凸显覆盖并影响全国的主流大报优势，在品牌效应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同步并进。

4．服务功能———服务主流人群，掌控话语权

主流媒体的受众，往往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被称为“主流人群”。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他的“权力精英” （Power Elite）理论中，指称“权力精英” ———社会中那些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中占据高位的阶层，他们拥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主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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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人群属于文化精英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知识话语权；他们的消费能力较强，掌握消费话语权；他们掌握着一定的经济政治权力，掌握管理话语权；他们是引领时尚的先锋人士，掌握时尚话语权。有人也把主流人群简称为“三高人群”（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也有人把主流人群形象化为“白骨精”（白领、业务骨干、社会精英）。这一群体数量上不一定占优，但社会影响力大，往往成为大众效仿的对象、社会的意见领袖。

主流人群是媒体广告商青睐的人群，是主流媒体面对的目标读者。任何媒体赢得了这个人群，它的发行量、到达率也许不一定是同类媒体产品中最高的，但只要受众稳定，商家就愿意把高额广告费投给这样的媒体。为此，主流人群也成为各类媒体争夺的主要受众群。

主流人群在信息需求方面主动积极，具有舆论领袖的潜质，往往是社会上较早获得社会变动和时局信息的人群。主流媒体以服务主流人群的信息需求为核心任务，追求硬新闻、追求时效性是它吸引主流人群的优势所在。主流媒体较强的公信力，也吸引着主流人群接受其观点，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

二、主流话语

（一）话语

语言是人类的阐释行为，是阐释自我的方式，它为人类的沟通提供了渠道和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的思维工具。作为社会共有的交际工具，语言是稳定的，并且保持相对静止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发生变异，词汇尤其如此，这正是流行语随时代更迭的重要原因。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等要素。

在各种理论和学科领域中，话语这一概念是变化无穷的。仅语言学中，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视野下的话语就有明显分歧。社会语言学把话语视为“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特别是口语）”，心理语言学则认为话语是人们语
 言互动过程中支配其行为表现的一个表达和理解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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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提法，在语言学视域中，话语是比语言小、比句子大的语言结构，具体来说是指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内容及形式上完整的口语或书面语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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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是言语交际单位，是居于社会之中关于客体的知识形式，它已成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所有符号成分，包括有声的、无声的和视觉的符号。梵·迪克认为话语是“关于某些方面的现实在社会中建构的知识”，或者说是“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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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与言语是语言学中的一组概念。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这种工具进行交际的过程和结果，言语呈现相对的运动状态。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指出“言语只有在特殊情境下才有意义”，强调了语境对于理解言语意义的重要性。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等要素。

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和文艺理论等学科领域，话语概念往往来源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一书认为，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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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把话语当作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 “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柯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整，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和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以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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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福柯关于话语的概念出发，各个学科应有其不同的话语，它们都由具体的陈述组合而成，话语构成学科的知识要素总和。总而言之，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话语分析关注的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之语言规则与准则。

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还能够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和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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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建构社会实践的方式即话语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话语秩序反映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

（二）主流话语

主流话语是一个社会或国家中主流人群所使用的语言规则或准则，是社会活动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话语。主流人群的话语体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核心话语体系，它既充斥于这个社会或国家的史籍文献和各类著作之中，也流行于市民百姓的街谈巷议之中。主流话语经过长时期的典籍承续、口耳相传，转化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群体的集体认知，甚至是集体无意识，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规范性话语。

斯大林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语言与思想须臾不可分离，语言及其传播、交流的语境，共同传递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选择，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民族的思想史。由此可知，主流话语得以长期影响并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的原因，在于它拥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并且包含着整个社会延续发展的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一个社会往往有流传一时的话语，或者说“流行语”，很多流行语转瞬即逝，而有些话语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口头传承，并且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体现着人们的文化自觉，这类话语中的一部分慢慢积淀、保留下来，逐渐成为社会中的强势话语或主流话语、规范性话语。主流话语、规范性话语或强势话语在内容上往往涉及大众生存发展的核心，关乎大众念兹在兹的问题，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它生产于强大的机构，如国家智库、教育系统以及出版社。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主流话语的内涵是不同的。当一个社会或国家处于“政治蒙昧主义”时代，国家全面控制社会，主流话语可能与官方话语同谋，成为维护现存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工具和手段，占领社会话语的核心领域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一个社会或国家进入“政治民主主义”时代，民主战胜专制，主流话语不仅包含官方话语，而且包含社会各阶层的核心话语，主流话语在包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和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还容纳着多元的社会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主流话语与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和谐相处，各安其位。

三、主流媒体与主流话语的关系

（一）主流媒体是主流话语传播的平台

反思世界新闻传播历史，从近代报业的诞生到现代大众传媒———广播、电视的问世，虽然商业文明体制下的牟利驱动是新闻业产生与发展的直接的推动性力量，但是新闻业始终处于社会主流人群的掌控之中并成为其代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社会主流人群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意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即“权力精英”，往往成为社会主流人群的代言人，主流媒体也往往被社会统治阶级所控制。近代报业诞生前，统治阶级通过设置机构、颁布法令迅速控制报业的创办权，最早出现报业的西欧各国也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出版检查制度，统治阶级把报业改造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资产阶级兴起后，为了登上政治舞台争取舆论支持，及时提出“出版自由”口号，以言论自由为武器争取政治自由，报业因此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战场，各个阶级和政党的话语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创造了西方报业史上的“政党报纸”时期。

主流媒体具有影响力大、传播面广、效果强的特点。现代社会，主流媒体已经成为主流人群或“权力精英”们独特的心理控制与操纵方式，他们借助主流媒体传播自己阶层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评价和观点，凭借主流媒体维护社会的整体性，甚至弥合社会分歧、提出宣传口号。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 “正是传播手段
 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强度，将提高、激励基本大众。这种在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的观点，证实媒介只被看作增大了个人决定的范围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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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主流媒体的日常传播活动而形成的流行语，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话语的一个重要标本。主流媒体流行语在塑造人关于现实的观念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行语映射着人们对社会某个方面的关注，也反映着社会文化习俗、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变动。2000年美国全球语言监测机构（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GLM ）总裁保罗·派亚克（Paul JJ Payack），以网络词语频度为选择标准最早发布了年度热词，此后G L M逐年发布年度热词，并且被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及34家西方主流报纸、电视媒体转发。以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DCC （动态流通语料库）博士研究室”为基础的教育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02年度至今逐年发布“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以国内主流媒体及网络媒体的流通语料为研究对象，进行动态加工分析而提出，目前被国内语言学界公认为最科学、最权威的流行语调查。2006年至今，新华社在年终特稿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年度热词”。这些“流行语”或“热词”是语言编码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表达，通过大众传媒的放大，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创造并持续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生态。

（二）主流媒体和主流话语共同构建着社会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包括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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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灵魂，它反映着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反映着一个国家主流社会的基本意愿。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一方面来自个人对现实对象的认知和体验，另一方面来自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潘维教授认为，主流价值观得以确立和公认需要四类“关键的人物”和四类“关键的机构”，其中“关键人物”包括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和社会精英， “关键机构”包括关键的传媒，即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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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社会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对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主流媒体在传播活动中，通过议程设置反复强调社会成员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借以影响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引导社会舆论宣传。

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主流人群以主流媒体为传播阵地，积极传播主流话语，凝聚社会共识，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形成相对统一的价值目标，甚至共同的社会理想、社会信仰，借由社会共识和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文化的亲和力。一旦社会群体具有了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信仰，就会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而自觉地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团结一致，协同奋斗，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社会的正常发展。

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一文中提出，传播具有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三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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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作为大众传播的主流媒体，是凝聚民族和社会共识的主要渠道，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信念、价值标准、价值规范都依赖媒体的传播而形成，特别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节　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及层次

一、以“媒体立场”为骨架的主流媒体话语体系

（一）主流媒体话语体系

主流媒体话语是主流媒体进行传播和言说的表达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一般情况下，它凝聚社会共识，是社会稳定的表征。主流媒体话语通过无处不传、无时不在的主流媒体，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情感、态度、思想和行为，从而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这种日积月累式的影响甚至形成“刻板成见”，难以被一事一物轻易撼动。主流媒体也借助话语权力，占据社会核心价值传播的桥头堡。

“媒体立场”是主流媒体话语构成的骨架。没有这个骨架，主流媒体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及其独特个性，主流媒体话语就失去了表达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媒体立场是大众传媒选择事实、加工事实、再现事实的主要依据。一家没有立场的媒体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媒体立场由媒体的主办者决定：对于政党主办的媒体来说，政党的立场就是媒体的立场；对于商业媒体来说，投资者和广告商的利益就是媒体的立场。

一般来说，媒体立场由三类主体决定：媒体人、受众、广告商。对应于这三类主体，构成了主流媒体的三种话语：新闻话语、民众话语和广告话语。这三种话语类型分别代表着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社会公众、广告商和媒体服务商的价值选择和意见态度。比较而言，新闻话语在主流媒体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广告话语和民众话语居于次要地位。

主流媒体话语自成一个三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着三种话语。其中，最外层是广告话语，内核是新闻话语。

（二）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层次间的关系

在主流媒体中，新闻话语和民众话语共同构建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其中新闻话语主要承载着社会核心价值观，民众话语负载着多元价值观，两种话语体系相互交叉，相融相通又相互区别。在商业媒体中，新闻话语和广告话语居于核心层次，凌驾于民众话语之上，成为其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

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含量是由内而外逐渐衰减的。因此，考察主流媒体的话语价值，从新闻话语入手是最直接而有效的。同时，主流媒体话语的变迁，最深层次的也在于新闻话语。维系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整体性，关键在于新闻话语的确立和传播，使之成为社会话语的“主流”，引领社会话语的潮流。新闻话语的这种引领作用，突出表现于媒体流行语的产生及其广泛传播。




二、新闻话语

（一）新闻话语的界定

新闻话语，指以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等语词表达的具有特定知识价值和历史实践功能的思想客体，是媒体话语的主要形态。荷兰学者梵·迪克认为：“新闻话语是对过去所发生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事件的报道。这一定义… …没有排除工作述评和社论等话语类型。”
 
(21)



新闻话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媒介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语言陈述群，即由媒体组织发出的语言陈述或文本。新闻传播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新闻话语与人类其他任何话语活动所不同的鲜明特色：以媒介组织的名义向公众发布公共信息，并以此谋取政治或经济集团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由于新闻媒体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新闻话语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最为重要的传播平台。在特殊语境中传播的新闻话语，往往迅速成为社会中的流行语，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观，于耳濡目染中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认知。

（二）新闻话语的特点

新闻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口语化。首先，口语化的语言具有更鲜明的现场感，往往简短明快，易于为受众认同，凸显了新闻信息的真实可靠；其次，口语化的语言能增强可读性，通俗易懂，为进一步影响读者深化传播效果创造了条件；再次，新闻信息传播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往往追求第一时间及时发布，缺乏书面语言经过反复修改的雅正严密特征。

新闻话语的另一个特征是组织色彩。新闻话语并非孤立的语言结构，传播者个性化的特征也在媒体长时期的传播中被赋予特定的结构框架。被置于长时段语境中的新闻话语具有特定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不仅可以用连接词、语意重复等手法表现，而且表现为披上传播者（新闻作品的作者）感情色彩和立场倾向之面纱的语词。某些具有特定意义的语言结构， “频繁地出现于特定语篇和语境中或者当它与其他结构相结合时”
 
(22)

 ，便带上了特定的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来自于语言与社会各种权力、利益因素的互动，首当其冲来自于媒体。四川大学博士杨效宏也指出，新闻话语侧重于所发生事实过程的事态性信息的传播，体现出强烈的传播组织性特点。
 
(23)



（三）新闻话语的功能

通过新闻话语，媒介生产与媒介消费被有机地连接起来。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传播研究的五个范畴：媒介研究、传者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其中内容研究的对象即新闻话语。由此可见，从新闻话语出发，可以贯通传播研究五个范畴，统摄传播活动整个流程。

新闻话语不仅是新闻语言的应用，而且具有社会的、历史的维度，是人类信息交往过程中的沟通与互动。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话语不仅仅是符号，它已经超越了单纯语言和言语的范畴，话语也包含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与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话语既包括显性的文本，即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新闻事实和观点，主要表现为新闻传播者个体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色彩；新闻话语也包括隐性的表达，即新闻生产中隐含的传播秩序及价值观念，还积淀着新闻生产机构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

三、民众话语

（一）民众话语的界定

民众话语，指在大众传播中出现的公众个体体验的多元认知及观点的表达。这里所谓的公众，是指哈贝马斯（Jürgen Harbermas）在论述公共领域时所提指的“具有阅读能力的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
 
(24)

 。他们没有身份或阶层、阶级的限制，出于自愿、自由地关注某些普遍利益。虽然没有身份或阶层、阶级的限制，仅仅基于人的平等借助大众传媒进行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但是普遍利益有时并不一定是普遍的，而往往与社会经济等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民众是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在传统媒体中，媒体中的民众话语主要表现为读者来信、观众点评等，新媒体出现后，网络、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正在成为民众话语的主要平台。

大众传媒已成为当代社会民众话语的主要表达空间，这一方面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传播科技的发展逻辑使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报刊业从私人的新闻写作演变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把政治动机转向商业牟利的可能性，与商业社会结构转型的总体趋势基本一致。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时代，民众话语的传播空间相对狭小，仅限于“读者来信” “观众反馈”等栏目或节目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民众开创了一个更为自由、开放的平台，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给予公众自由传播的机会，民众话语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阶段。

（二）民众话语的特点

民众话语具有个人化色彩，与新闻话语的组织性特点相对立。民众话语侧重于公众个体的个人生活经历与生存体验，具有突出的个人主观色彩，个人目的性强。民众话语也同时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变动性，随着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诉求变化而迅速转变。

民众话语包含多元化声音，直接代表着公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在传统纸媒中，民众话语的呈现往往是媒体组织过滤、选择后的产物；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民众话语的多元化体现得最为鲜明，多元利益主体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众声喧哗直陈观点，隐于民众话语背后的不仅有真诚的交流和协商，而且有激烈的交锋和对抗。

（三）民众话语的功能

在当前中国处于由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民众话语是多元利益主体与社会主流阶层对话和交流的话语工具，民众话语保障了社会公共权力的合理使用，增进了民众对于不同文化及社会诉求的宽容和理解。民众话语与主流话语有合流之时，但是多数时候二者是分流的。


 民众话语为大多数公众提供了发声管道，改变了过去因为媒体版面、空间的限制只能由少数人表达的局限。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兴起后，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一现实赋予网民以最大话语权，复杂而多变的网民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影响着传媒、影响着社会。

在表达形式上，新闻话语总是力求与民众话语靠近，以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提升其覆盖率。在内容呈现上，新闻话语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核心价值理念，与民众的认知并非总是统一的，因此也导致了新闻话语与民众话语的分合聚散。

四、广告话语

（一）广告话语的界定

广告话语，指新闻媒体中以广告以及各类生活服务性信息为主的话语表达。广告是付费的信息传播形式，其目的在于推广商品和服务，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
 
(25)

 美国《韦伯斯特词典》对广告的定义是：广告是指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化销售商品、传播某种主义或信息、召集参加各种聚会和集会等意图下开展的所有告知性活动的形式。在中国，广告主要指经济广告或商业广告，非经济广告或非营利广告的数量较少。后者的目的在于影响舆论，取得政治支持。现代广告是说服的艺术，广告主借助大众传媒说服受众（或消费者），改变人们对广告商品之态度，诱发其行动而使广告主得到利益。

（二）广告话语的特点

广告话语具有突出的对话性，对话的目的是向受众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告知性信息，信息传达的特征突出。1898年，美国人路易斯（Elmo Lewis）提出了AIDA的广告法则，大卫·利芝弗（David Lithford）以此为基础发展为AIDC A模式，即“注意（attention），趣味（interest），欲望（desire），说服（conviction），购买行动（action）”。在AID C A五阶段中，广告寻求的是与受众（或消费者）的对话，而非独白，更不是对抗。广告话语中呈现的这种对话关系，是广告主与受众之间的强弱关系的反映。

广告话语还具有情感性，广告的特点是以情动人、直击人心。广告话语往往从受众或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入手，抓住其情感需要，强调产品能够满足受众或消费者的情感需要，从而影响受众对产品的印象，激发受众改变态度，产生消费行为。

（三）广告话语的功能

广告话语的功能有正面和负面两个取向，一般来看，它的经济功能是正面的，它的文化功能则是负面的。人们对广告话语的指责和否定，往往针对其文化功能。

广告话语的经济功能，体现在受众层面，是借助媒体传播实现产品或服务推销的四个阶段： “促进（认知） —劝服（购买） —增强（决策） —提示（再度购买）”，体现在社会层面，是沟通产销两头、加速产品流通、促进生产经营。广告话语以沟通对话的方式，促进了企业竞争，刺激了社会需求，促进了社会经济财富的增长。

广告话语的文化功能仅次于新闻话语。大量研究证明，广告话语具有赋权的潜在功能。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avid M． Potter）曾经说过： “广告对社会有着强烈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可以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校和教会制度的影响相提并论。它有力量控制媒介，促使人们形成爱好的标准。现在，广告已经成为控制社会的各种制度中的一个。”
 
(26)

 广告话语充斥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血沫，极尽鼓噪之能把市场的繁荣带来的大众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习惯性期待，转化为“应享”意识，以实现促销的终极目标。费尔克拉夫在《大学：批判性话语和公共话语的“市场化”》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The Universities）一文中，将广告话语的这一功能称为“对社会其他领域的殖民化”
 
(27)

 。 “广告中大量使用理想生活形态会导致消费者对自己现实生活的不满，梦想像一把上膛的枪，它可能美化生活、推动文化，也可能毁弃人生于一种遥不可及的莽撞追求，又为‘应享’意识推波助澜。”
 
(28)

 广告话语以其密集劝说、重复刺激来获取传播的理想效果，相当于对受众的心理操纵，从而致使广大受众知觉麻木，理性降低，价值迷茫。广告话语的这种负面效应，与受众对广告及其承载的文化观念缺乏独立批判意识和扭曲的消费心态也有关联。

第三节　主流媒体话语分析的向度

一、主流媒体话语分析的视角与向度

（一）两个视角：文本与语境

主流媒体话语分析的目的是对主流媒体的语言规则和言语行为进行清晰、系统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分析和解释出自两个主要的视角，可简单称为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文本视角是对三类话语表达方式中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具有完整、系统的含义的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的组合）的解释和分析，文本视角所见的是主流媒体话语的显性内容或表层结构。语境视角则是对三类话语表达方式中蕴含的各种因素，如认知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语境视角所见的是主流媒体话语的隐性内容或深层结构。

（二）三个向度：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

话语分析是基于现代社会互动性和对话性突显的现实而诞生的社会分析理论，它研究的侧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从这个角度看去，话语分析将沿着“文本—话语分析—社会实践”的路线，层层剥笋式地探析话语对于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建构过程（图21）。沿着这三个研究向度的逐步深入，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逐步加强，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控制逐步凸显。

正如费尔克拉夫所指出的： “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与‘文本和相互作用’的话语观中的‘相互作用’一样，特别说明了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诸如话语事件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事件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的本质，如何构成话语的建设性或建构性效果，等等。”
 
(29)

 实质上，这三个向度也可以表述为“文本的描述—文本的阐释—文本的解释”，它包含着媒体话语信息的生产、传播、接受。沿着这三个分析向度的指示，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话语与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的复杂关系和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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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话语分析的三个研究向度

两个分析视角与三个研究向度共同搭建起对主流媒体话语进行社会分析的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目标指向，是主流媒体话语的社会功能。在分析主流媒体话语的社会功能时，可以把主流媒体话语的内容分为显性内容和隐含内容。

二、显性内容———文本

（一）文本

文本（text），从词源上来说，表示编织的东西。 《说文解字》解释“文”为“错画也”。 “文”取象人形，指纹身，指花纹。 《说文解字·叙》讲到： “仓颉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曰文。”“文者，物象之本。”物象均具纹路色彩，因以“文”来指称。 《周易·系辞下》记伏羲氏“观鸟兽之文”， “文”即鸟兽身上的花纹彩羽。该书又载“物相杂故曰文”，物体的形状、线条色彩相互交错，这也是“文”。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语言学中，文本指作品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是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或者说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文本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一般地说，文本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是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而组成的整体语句或语句系统，有待受众阅读。

“文本”一词在英文中又有“本文” “正文” “语篇”和“课文”等含义。它含义丰富而不易界定，一般认为，文本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在具体场合中，文本是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而组成的整体语句或语句系统，有待于读者接受。

一些话语研究者认为，文本可以是一个单句，例如流行语、谚语、格言、招牌等，也可以由一系列句子组成。文本和段落的区别在于，文本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苏联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会长尤利·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指出，文本是外观的，即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它是有限的，既有头有尾；它有内部结构。 “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假如区分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携带者，那么从前者看文本是完整功能的携带者，而从后者的立场看，则是完整意义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可以看作文化的第一要素或曰基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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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文本不仅有表层结构、显性内容，而且具有深层结构、隐含内容。

20世纪60年代后，学者们提出了文本的“互文性”。在有着互文性因素的文本中，一个文本是有着其他文本的痕迹的，文本就是一个广大的场所，在场所的各个地方有着不同的文本，互文性使各文本相互交织，相互指涉。话语文本的互文性表现在这一文本与其他同时代或不同时代但是有着相关意义的文本，通过相互连接而产生的复杂意义。文本的模糊性和异质性，就产生于这些连接中。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互文性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文本是一种话语存在，是要通过对规则的赞同或反对来体现的，因此，文本是动态的，是能指的交织物。他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阐发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巴特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得能指与所指产生断裂，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断裂，让一个文本中的符号与其他文本的符号相关联，形成一个隐含多种意义的独特空间，这就是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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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流媒体的话语文本

媒体话语是指媒体在传播活动中运用的语言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既包括语言文字、图像声音，也包括蕴含于其背后的传播模式。媒体话语的显在形式是人们常见的媒体报道、节目栏目；其隐含内容则囊括着媒体的价值判断、态度选择、褒贬倾向等。以新闻媒体的话语为例，在其表面客观、真实的报道背后，彰显着这一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立场。

在主流媒体传播中，不同的话语表达负载着不同的话语内容。新闻话语文本的说话人是主流媒体组织，它的言说主体是显在的，并以主流媒体的价值取向为言说目的，其话语行为代表着主流人群对社会认知的再现；主流媒体中民众话语的说话人是纯粹的个体，它的话语行为是个体独特体验的主观呈现。

媒体话语文本，相比于文学文本等其他文本，受众的介入与参与似乎要少一些，媒体话语文本的显性内容比重更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体话语文本没有隐含内容。新闻文本需要清晰的五要素，以及真实叙述事实，追求客观杜绝虚构等；广告文本则需要突出企业和产品的个性化特点，允许适度夸张；大众话语文本往往直接来源于生活，直接反映人们生产实践中发生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其文本的隐含内容最丰富。

主流媒体话语文本是一个持续的表达过程，随着事件或个人体验的延伸借助媒体呈现，话语本身的静态性在连续不断的表达中，因为时间的流动而具有了动态的特征。以国家语言资源与监测中心发布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为例，每一年度的十大流行语是新闻话语和民众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语词、短语或句子，它生动地表现着该年度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轨迹，客观地映射着主流媒体关注的诸多社会现象。十大流行语来源于中国社会语言生活，是社会流行的符号，这些符号经过了主流媒体的过滤与选择，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再现，也是彰显主流媒体的脸谱。梳理十年的主流媒体流行语，在这些最活跃、最敏感、最具代表性和开放性的时代词汇中，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流行文本，一个个不断更迭的真实体验，回旋着各种社会利益，交织着各类社会关系，激荡着各种社会文化，体现着社会变迁的步伐。

（三）流行语是媒体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传播速度最快的文本

1．流行语的特点

从大众传媒的话语形式来看，按照表达内容可以分为政治话语、社会话语，按照表达主体可以分为大众话语、精英话语，按照媒体形式可以分为报纸话语、广播话语、电视话语、网络话语。流行语是大众传媒最经常使用的话语形式，它涵盖了上述各类话语形式，生动、快捷地记录着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和异常现象。媒体流行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时尚，它传播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变革中的社会文化。

在数量庞大的媒体话语体系中，媒体流行语是出现频率最高、传播速度最快的话语形式，它是社会流行语的体现者，直接而形象地记载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时而高效地传播着人们关注的社会事件。流行语来源于校园、互联网、手机短信、广告、影视作品、流行小说、流行歌曲、相声小品、政治词语、方言词语（特别是粤语）、外来词语、新词新语等，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流行现象。

大众传媒的话语随着语言生活的变化迅速改变。与大众传媒追求新鲜的特点相适应，媒体流行语的出现时间快、生命周期短，往往在新的社会现象出现后就迅速转向新的言语。作为符号体系，语言具有自身的稳定性（或称为“历史传承性” “约定俗成”），新词汇大量、迅速地进入，会使语言使用者无所适从，或者无法互相理解，这是新词汇不可能短时期内蜂拥而入的原因所在。新词汇的进入是渐进的，一部分新词汇将进入本民族语言保留下来，一部分则像匆匆过客，消失得无影无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词汇随着社会的迅速变化而产生并留存下来，如“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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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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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新词汇产生又消亡了，如“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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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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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新词汇的消亡，实质上是随着时间更迭而产生的更新的词汇取代了原来的新词汇，发生了语言生活的变革；而留存下来的新词汇，可能从流行语转变为常态的词汇，永久地进入人们的语言生活之中。

2．从词源角度探讨媒体流行语的主要来源

从词源角度来看，大众传媒流行语主要来源于新词语。媒体流行语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新事物新现象，这些新鲜事物与最新现象的社会意识形式，往往表现为新词语。新词语是原来词汇系统中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是内容更新的词语，主要通过扩展、吸收、引进、创造和起用等方式而产生，具体而言，新词新语的产生途径主要包括四类：

一是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生事物。如克隆、大腕、大牌、飙车、冲浪、传销、打工、小康、流标、流拍、考级、冷战、黑市、超市、代沟、洗钱、白领、蓝领、黑马、爆冷、绿卡、热线、热钱、快餐、双休日、再就业、钟点工、潜规则、千年虫、语料库、多媒体、连锁店、贸易战、信用卡、处女秀、安乐死、禽流感、新高、新低、疑似、隐婚、很受伤、口水战、草根阶层、审美疲劳、人造美女、单身贵族、超级女声、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留守儿童、纳米技术、移动电话、数字通信、知识产权、电脑病毒、人口爆炸、生态危机、试管婴儿、绿色食品、感动中国、经济套餐、视觉盛宴、信息高速公路等。

二是旧词语的新诠释。如博弈、打工、小皇帝、教父、教母、垂范、福祉、拍卖、招标、彩票、期货、房产、交割、商行、股票、交易所、鸿门宴、乌纱帽、父母官、走马上任、差强人意、空穴来风等。

三是吸收的外来语。如来自英语的音译外来词———秀、吧、酷、拷贝、托福、雅思、蹦极、猎头、粉丝、巴士、的士、黑客、博客、克隆、基因、纳米、拜拜、比基尼、麦当劳、汉堡包、肯德基、可卡因、希尔顿、西门子、博士伦等，还有音意兼译的外来词———热狗、代沟、伊妹儿、艾滋病、保龄球、黑色幽默、丁克家庭、可口可乐等，以及来自日语汉字借形词———人气、艺人、写真、卖场、整合等。

四是简洁便捷的表述。如缩略语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熟女（成熟的女性）、交强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彩市（彩票市场）、通胀（通货膨胀）、公关（公共关系）、家教（家庭教师）、体改（体制改革）、商检（商业检查）、小资（小资产阶级）、环保（环境保护）、社保（社会保险）、地铁（地下铁路）、电邮（电子邮件）、彩超（彩色B超）、核电（原子能电力）、共建（共同建设）、立交（立体交通）、网校（网上学校）、乡企（乡镇企业）、特区（特别行政区）、攻博（攻读博士学位）、邮编（邮政编码）、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企（外资企业）、大巴（大型公共汽车）、速递（快速投递）、体彩（体育彩票）、福彩（福利彩票）、三通（通航、通行、通邮）、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陪（陪吃饭、陪跳舞、陪睡觉）、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十二五（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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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蕴，既是人们对指称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审美趋向、生活情趣等的认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所促发的民众开放心理、求富心理和重生心理，以及社会整个文化环境稳态因素和动态因素的整合。

近十年来的主流媒体流行语中的新词语，往往是经济科技信息类热词，如“数字地球” “蓝牙技术” “视频点播” “交互式电视” “经济全球化” “商务中心区” “涨停板” “跌停板” “纳税人”等。

3．从传播渠道角度探讨媒体流行语的主要来源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1月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 %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为95．1 % ，手机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2．71亿，网民使用率3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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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活跃用户达到7．68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移动上网设备的逐渐普及、网络环境的日趋完善、移动互联网应用场景的日益丰富，促使手机网民规模进一步增长。

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媒介，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媒体流行语的重要来源。网络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的模式，特别是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的依次出现，让人们走进一个不再设有严格意义“把关人”的自媒体时代。网络的自由表达赋权于大众，创造了社会各个群体愿望诉求和自由表达的空间，网民创造出各种新颖的表述甚至是新字词，即网络语言，来疏解情绪和表情达意。网络语言是“基于网络使用、创造的语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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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质上是现代汉语的一种社会变异，是社会文化变动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结果，即伴随网民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语言现象，它根植于自然语言的母体，是网络技术环境下语言发展的新形态。

网络成为中国新词语的发源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语言大量涌现并迅速成为大众流行语，以快速便捷的方式交流感情抒发意见。周洪波在《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序言中，将网络语言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鼠标、硬件、软件、病毒、宽带、登陆、在线、聊天室、局域网、防火墙、浏览器”等；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网吧、触网、黑客、短信息、第四媒体、基准网民、电子商务、虚拟空间、注意力经济、中国概念股、信息高速公路”等；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如“美眉、大虾、斑竹、恐龙、菜鸟、酒屋、东东、酱紫、瘟都死”等。随着网络语言的逐渐发展，第三类“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已成为当前媒体流行语的主要来源。

其二，出现了网络造字、网络造句，创造了鲜活生动的中国语言表述方式。如“囧” （音jiǒng）字。其义本为“光明”，而网民反其意为之，赋予它“郁闷、悲伤、无奈”之意。从2008年开始， “囧”在中文网络社群中成为流行的表情符号，是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被称为“21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2011年出现了各类网络文体，一时风行，从网络造词到网络造句，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新样式：“蓝精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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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伴随动画片《蓝精灵》成长的一代人的怀旧情绪； “咆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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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在社会快速变化中被压抑的情绪，通过惊叹号的形式强烈爆发；以“亲”字打头、充满了甜腻示好味道的“淘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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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反衬出商业社会之下，人们对与陌生人建立温暖可信关系的渴望。

从网民在论坛和微博上的常用语到造词造句，广泛流行的网络语言或媒体流行语，都离不开实时发生的新闻热点和社会事件。各类看似充满戏谑调侃意味的网络语言，往往个性突出，赢得网民的好感，借助网民转发、众人传播而成为当下的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往往放大了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宣泄其情绪。正如中国传媒大学侯敏教授指出的： “这个时代的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扩散，把某些人群关注的东西无限放大，并由此造成流行语频繁产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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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媒体流行语的表现形式

综观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流行语的发展，可以发现，随着媒体类型的丰富以及社会的不断开放，媒体流行语的表现形式也日趋多样化，从20世纪90年代的单字单词，到21世纪以来的各类句式，如今的流行语不仅指流行词语，从某些层面上来说还包括流行语句。

北京语言大学杨建国教授在《流行语的语言学研究及科学认定》中提到：“借助计算机技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语料库技术，对流行语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就包括了流行词、短语、英文字母、数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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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刘大为教授认为“流行语都是以词和短语为载体形成的，其中包含词汇流行语、语音流行语、套语流行语、字形流行语和组合流行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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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师范大学常青在《60年汉语流行语的演变》中也认为“流行语包括词、短语、句子”
 
(45)

 。

具体而言，流行语不仅包括词、短语，还包括更为广阔的范围和更为丰富多样的内容，诸如流行的固定结构、句子、句群，甚至是篇章等。

词： “控” “雷” “晒” “顶” “山寨” “宅男” “房奴” “和谐” “天价” “互粉” “悲催” “杯具” “世博” “非典”。

短语： “富二代” “微爱情” “蒜你狠” “E提案” “犀利哥” “禽流感” “不抛弃不放弃” “羡慕嫉妒恨” “神马都是浮云” “我爸是李刚”。

固定结构： “被× × ” “楼× × ” “× ×门” “× ×秀”。 “× ×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是× × ，我怕谁” “今天，你× ×了吗？ ” “我和× ×有个约会”“我的× ×我做主” “将× ×进行到底”。

句子： “元芳，你怎么看？ ” “你太有才了！ ”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随便起来不是人。”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肉的理想，白菜的命”。

三、隐含内容———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

（一）语境

语言运用必定在一定情境中发生，这种情境（言语环境）就被称为语境。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 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他把语境分为两类： “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可以说“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语境指“上下文”，包括“词组、句子语境、段落语境和篇章语境”，也就是说，狭义语境包括语言表达形式及其前言后语所表达的内容，或书面语中上句和下句、上段和下段的语言形式所构造的语境。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语境除了指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及其上下文外，还指言语行为发生的情境，包括言语行为发生的目的、参与者、社会环境。

从语境研究的历史现状来看，各门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关于语境的定义及其基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陈望道从修辞学角度提出“情境”概念，认为情境包括“六何”：何故、何时、何事、何人、何地、何如。王建平从语用学角度指出： “语境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观因素。”
 
(46)

 胡壮麟等提出： “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
 
(47)



社会互动性话语研究认为，话语是人类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参与互动的媒体传播者与收受者在特定语境下，共同完成某种意义的建构。而这种语境与语义的建构是基于话语秩序进行的，话语秩序定义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批判性话语研究认为，话语是社会的权力生产和宰制以及异议性话语挑战权威的工具。传播者通过话语实践对收受者的知识态度、社会规范、价值理念进行控制，实质上是在特定语境下建构社会政治秩序。

大众传媒话语的隐性内容在于围绕大众传播活动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语境———而存在的传播者的媒体话语实践和收受者的社会实践。媒体传播的语境制约着文本的意义、规约着文本的隐含内容，语境也能够排除文本歧义、激发社会共识、实现传播价值。

语境对于话语文本具有形塑功能。语境对话语文本的语序、结构、语义产生着重要影响，它促成了话语实践活动参与者的知识整合，最终促成话语意义的生产。知识整合将媒体传播者与收受者的社会实践与话语的实际表达结合起来。

语境伴随媒体话语文本和社会实践而产生，并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推进层层展开，因而语境是动态的。媒体人和受众都是置身于特定语境下来理解话语文本的，他们也可以借助已有语境进行话语文本的再生产，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创造有利于二者互动的语境。任何话语的功能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同样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或功能。

媒体人要选择适合语境的语言表达形式；受众则应借助语境弥补话语文本中省略的推论过程，或在有歧义的情况下选择对词义的理解。媒体话语中往往隐含了一些背景知识，或者说媒体人认为大众共有的常识。而这些背景知识的多寡和相关性高低是影响语境的重要因素，换而言之，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表达形式并不能够解释人们交流中传递的全部意义。哈利德（M.A. K. Halliday）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篇的意义存在于语篇中的语言形式没有明确表达的内容中，例如，交际者在交际中对彼此身份和角色的维护，及如何在意义交流中体现这方面的关注。”
(48)

 话语在脱离具体语境时往往具有多种意义，而具体意义则要靠语境来选择。语境的作用表现为两类：制约和解释。制约，即语境对语言使用的限制，语境对媒体人的制约表现为必须选择适合语境的话语来陈述；解释，就是语境可以帮助受众排除媒体话语理解中可能出现的歧义，帮助受众选择合适的解释，或加强文字表达的语义，或推导出言外之意。


（二）主流媒体传播者的话语实践

话语一方面是表现社会的实践，另一方面是说明社会、组成社会、建构社会的意义制造者。话语实践充分体现着它的再造性和创造性：再造社会本身，包括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创造社会新态，包括新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媒体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中各个主体或利益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建构或重塑着这些个体、群体与社会关系。主流媒体传播者的话语生产，有意或无意地投射着主流媒体的立场，从而形成其特有的隐含意义。在主流媒体话语实践中，日复一日的传播活动建立于对权力关系的确认和重建之上，它强调媒体传播文本的意识形态构成如何再造现存的权力关系，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发布中强化国家和民族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

主流媒体传播者的话语实践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媒体文本，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第二个要素是媒体话语实践发生的语境；媒体文本是人为的或人与机器共同完成的产品，因此第三个要素便是媒体话语生产者，即媒体人；第四个要素是媒体话语的收受者———大众或受众，他们是媒介传播的最终目标，媒体话语的传播效果在他们身上显现。

以新华社逐年发布的年度十大新闻（包括十大国际新闻和十大国内新闻）为例。新华社发布的十大新闻，是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新闻话语实践，在大多数时候它与主流价值观念是相同的。据资料显示，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是由新华社总编室、国内部和国际部联合发布的，由新华社领衔记者、国内专家、社领导共同评选。这一评选主体，从其归属的社会人群而言，属于社会主流群体，从其从属的媒介组织而言，属于国家通讯社。由此可知，新华社年度十大
 新闻集中体现着主流群体与国家利益的合二为一，它既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也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

（三）主流媒体传播者与收受者的社会实践

主流媒体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于特定语境之中，它的话语表达依附于通过面向大众的传播来建构国家和社会的知识和实践。媒体传播者与收受者的社会实践构成了这一特定语境中话语文本的特定意义；当语境变化———言说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话语文本的意义也随之而变，成为另一种新的、复杂的话语。基于此，话语文本的变化实质上是大众社会实践变化的外在、显性呈现。

201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一则新信息：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现向网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欢迎实例实录哦。”此言一出，应者云集，读者最反感的官话套话是什么？ 1月9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 … ”。中共十八大之前，这些话语是主流媒体常用的报道模式，甚至被称为“新闻联播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众认可度的下降，它塑造了一个高高在上、说多做少的政党形象。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认识到文风是人民群众评价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晴雨表”。执政党的文风，事关执政党的话语权、先进性和执政地位，摒弃“假大空”的官话套话，转向“短实新”的文风，是提高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具体表现。 “高度重视”等官话套话在主流媒体中的转换，是传播者与收受者于新的社会语境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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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介于表现社会实践与建构社会意义之间的主流媒体话语

媒体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者还是建构者？学者们认为，媒体话语生产的本质是一种具有物质化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它的核心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即满足受众对于社会实践的认知需求。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媒体话语应当是社会实践的镜像，强调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实践的原貌，帮助受众形成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实认知。从媒体话语生产活动的发起者———媒体人角度出发，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媒体人从交融并陈的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中，抽取符合媒体立场与自身意图与模式（媒体人自我的政治倾向和旨趣爱好、媒体组织的专业主义和利益追求）的话语形式，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上述话语进行再组织，形成媒体话语，并生产或构建“意义”，由此媒体话语成为承载着“意义”的符号体系。从这两种角度出发，形成了媒体话语的“反映论”和“建构论”，这两种话语分析并不是二元对立、互相排斥的，恰好相反，这两种分析方法揭示了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现实载体，既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建构者。




第一节　媒体话语是社会实践的表现

一、社会结构决定媒体话语

（一）社会结构与媒体话语的关系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考察现代社会变迁时，提出了“社会结构二重性”理论，他认为“结构”是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他强调“主观—客观” “行动—结构” “微观—宏观”是相互包容的，具有二重性，所谓“结构化”，就是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
 
(1)

 吉登斯指出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人们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存、互为辩证的关系就反映在人的社会实践之中。据此，吉登斯认为： “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于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来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 …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
 
(2)



吉登斯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而是由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构成的。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和秩序与实践紧密相关，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采取适当的行动，测试和确认其行动所牵涉的规则和秩序。因此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

依据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媒体话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社会结构和意义生产。前者体现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规则和秩序，后者体现为媒体话语生产者对于受众行动规范性和导向性的话语。社会结构是媒体话语实践借以存在的基础，它的“制约性”体现为媒体话语追求真实、客观，追求“镜面”式地再现社会实践。意义生产是社会结构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基本规则和秩序）就是话语生产的条件。正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社会实践的宏大结构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二）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表现是流动的

决定媒体话语的社会结构本身，是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的结果。社会结构包括人们的地位、角色和家庭、宗教、政治，以及经济系统等制度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精密联结或协调一致的，而是变动不居、松散组织、分歧丛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社会学者罗纳德·埃德里（Ronald Edari）指出： “当我们谈论社会变迁时，在最低限度上意指两件事情：一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实体构成中的变迁；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实体之间关系中的变迁。”
 
(3)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变动，具体体现在社会中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模式网络，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发展和衰落，就是这个社会变迁的表征。

社会实践中投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本身是稳定而又变动的，因此，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表现必然是流动状态的。这种流动性并非不可把握，因为媒体人的话语叙事是按照一定的话语秩序来进行的。现代话语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这种话语秩序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西方学者对于话语秩序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三卷中，从演讲的立意取材、辞格运用、语言风格、谋篇布局、语气手势和情态等角度，探讨了文体风格与构思布局。他使用“主题”（mythos）或“情节”（plot）来说明事件和情感相互交织而成的文本，情节把人物、事件、事件的场景以及主题编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连贯的演讲（事件）。亚里士多德运用情节来解释话语事件，开创了话语叙事的理论。

美国社会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 “故事或轶闻，也就是一种回放，并不是对以往一件事件的任意汇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声明，这种声明源自一个确定了的、实际或潜在事件参与者的个人视角，因此，所汇报的事件就可以从这一起点出发，实现时间上的、动态的发展演进。因此，事件回放会不经意地让听众移情式地融入，并间接地重新体验所发生的事件。”
 
(4)

 在戈夫曼看来，话语叙事实质上是从个人视角对事件的一种再现。

1970年福柯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以《话语的秩序》
 
(5)

 为题发表了就任演说。福柯认为话语内部的秩序可划分为三组：外部力量对话语的控制原则、话语内部的控制原则和对话语主体的控制原则。外部力量对话语的控制表现为“排斥”程序，它借助权力和欲望，对话语进行制约，表现为那些在传统中被禁止、被排斥的话语。话语的内部控制规则有“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表现为对话语进行分类、排序和分配。对话语主体进行控制的四种规则分别是：仪式原则、话语团体原则、学说原则和社会占有原则。
 
(6)

 由此，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社会机制联系在一起。

通过建立和解读情节进行话语实践，是人类独特的社会实践能力之一。从广义角度来看，话语秩序隐含着社会秩序、道德规则、核心价值和象征符号。话语表达的稳定性显现于话语秩序之中，而话语表达的流动性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三）媒体话语的互文性

媒体话语中共同存在着两类主体，即媒体从业者（媒体人）和受众。从话语生产角度来看，两类话语主体共同影响着话语文本的呈现，他们之间是一种协同创造关系，受众的需求直接推进着话语的呈现，媒体人根据受众的需求调整自己对于社会的认知。话语生产就产生于这种关系的互动性维持和改变之中。个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以及对他人的了解，既会受到媒体话语所传达的信息内容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为构建一个渗透了媒体人自身主观经验和认知的媒体世界（拟态环境）的左右。两类主体对社会实践的认知，借由话语实践实现互动。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文本是一种话语存在，是通过对规则的赞同或反对来体现的，因此，文本是动态的，是能指的交织物。他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阐发了“互文性”理论。巴特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能指与所指产生断裂，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断裂，让一个文本中的符号与其他文本的符号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个隐含多种意义的独特空间，这就是互文性。
 
(7)

 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巴特的互文性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她认为： “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 …每个文本，其自身作为与别的文本的交织物，有着交织功能，这不能混同于文本的起源：探索作品的‘起源’和‘影响’是为了满足那种关于起源的神话。”
 
(8)

 “互文性”赋予了文本间的相容性，使文本的空间扩大，不同文本便可以在另一文本中找到佐证。这样，文本就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网，在不同的交叉点和节点上，不同的文本都可以通过相互的参照而获得意义。文本间的交互性，使文本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寻找文本意义的固定模式。克里斯蒂瓦对互文性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互文性的两个向度： “水平的” （horizontal）和“垂直的” （vertical）。水平向度指的是同时代的，或是在前后文本平行存在的文本内容，它们的关系是“对话性”的；垂直向度指的是在不同时代里，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与这一文本历史性地连接起来的那些因此被赋予了当代意味的文本。

媒体话语文本，相比于文学文本等其他文本，受众的介入与参与更加频繁，因为大众传媒的受众远远多于文学文本；受众的介入与参与更加便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播的互动性更加提升。受众的广泛参与与介入，往往会产生更大的互文性。为了让媒体话语文本在受众解读中减少歧义，媒体话语文本的显性内容比重更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体话语文本没有隐含内容。以新闻文本为例，需要清晰的五要素，以及真实叙述事实，追求客观杜绝虚构等特点；大众话语文本往往直接来源于生活，直接反映人们社会实践中发生的现象和遇到的问题，其文本的隐含内容最丰富；广告文本则需要突出企业和产品的个性化特点，允许适度夸张。

二、主流媒体话语表现社会实践的方式之一：话题设置

（一）主流媒体话题的特点

媒体话语呈现的是媒体组织对于社会实践的认知和再现，这其中蕴含的是组织内部的持续一致性，也体现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虽然新闻话语、广告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话语模式不同，但是都体现着媒体人与受众在互动中共同形成的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受众对媒体话语认知的首要要素，就是话题或是议题。

在一篇媒体文章或报道中，有时只有一个话题，有时却有多个话题。新闻报道强调一事一报，往往表达一个话题。大众话语则单一话题或多个话题均有，往往呈现众声喧哗之象。在主流媒体话语表达中，话题呈现出三个特征：

主流媒体的话题比较集中。只有少数话题能够从分散的话题状态中脱颖而出，成为“能见度”较高的重要议题，进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主流媒体强调对国家社会重大事件的及时报道和舆论引导，其话题选择以时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硬新闻为主，社会影响力较大。从分散的大众话语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媒体话语的现象十分稀少， “给力” “山寨”是其中之一。2010年5月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学生为日本动画片配音并上传至网络，引发网民热捧；6月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 “给力”或“不给力”，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旋即风靡网络。11月10日， “给力”一词出现于《人民日报》头版，从网络流行语到被主流媒体接纳，既彰显了网络民意的强大，也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进步。 “山寨”的传统词义为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或泛指山村，也常指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20世纪90年代， “山寨”一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广东以地利之便，开始对手机等产品进行模仿制造。起初生产厂家不敢在手机上署地名，只能印上“SZ”两个字母，久而久之便被喊成了“山寨”。 “山寨”因此具有了新的含义：其一，指有仿冒或伪造第三方商品嫌疑的生产厂家；其二意指盗版、克隆、仿制等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由此衍生的词汇有“山寨机” “山寨明星” “山寨鸟巢”等。2008年“山寨”成为网络流行语，它代表了依靠抄袭、模仿、恶搞等手段发展壮大起来的，以反权威、反主流、反智性以及后现代为表征的大众文化现象。2010年以后， “山寨大学” “山寨阅兵” “山寨协会”等词汇频频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露面，成为主流媒体话语。


主流媒体的话题在表达上理性分析较强，情绪色彩比较淡薄。网络流行语中的有些词汇，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意蕴丰富、主观感性，却难以被主流媒体接纳，如“习大大” “彭麻麻”。2006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之一“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报道7月1日从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破解了常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在冻土上路程最长、克服了世界级困难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开通之前，西藏自治区是中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级行政区。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形成铁路、公路和航空的立体化交通，彻底解决“进藏难” “出藏难”的问题，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有利于中国边疆的稳定和国防的安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五年后，铁路给西藏带来了什么？ 2011年7月1日，人民网发布《雪域高原的腾飞“天路”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五周年》，1782
 个字的长篇消息，以西藏青稞啤酒和冰川矿泉水的外运为例，平实而准确地描述了西藏青藏铁路的“引擎”作用，简单而客观地反映了青藏铁路对两省区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 “藏北牧民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畜产品、特别是奶质产品附加值开始提高，越来越多的牧民放下牧鞭，闯市场”，这样的报道话语表达平实，从牧民的行为来凸显这条“幸福路”。 “青藏铁路打破了制约青藏高原旅游业发展的交通‘瓶颈’ … …使旅游业真正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通车头三年共实现旅游收入103亿元，仅2010年西藏旅游接待就达680万人，同比增长21．6 % ，是2005年的3．8倍”，用数字清楚说明铁路给西藏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没有形容词、没有感性表述，但是鲜明的观点和倾向却让受众一目了然。

雪域高原的腾飞“天路”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五周年

人民网北京7月1日电（记者游海滨）　

2010年12月27日，伴着嘹亮的汽笛和雷动的欢呼声，首趟20辆西藏青稞啤酒销售外运专列徐徐驶出拉萨西站。日后，每天都会发出一趟这样规模的啤酒专列，通过青藏铁路走向全国各地，让世人品尝到这份来自世界屋脊的美味佳酿。

西藏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积集中种植青稞的地区，其潜在价值高达上百亿元，其产业化开发必将增加农牧民的收入。铁路可年运销西藏青稞啤酒15万吨以上、180万箱，充分展现青藏铁路通车为西藏青稞产业化开发带来的历史性变化。

千里巨龙，万世丰碑。青藏铁路通车运营5年来，极大地提高了西藏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和水平，使青藏两省区融入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加快了开发西北的资源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青藏铁路通车后，铁路沿线形成新的经济带，还涌现出现代化商贸物流中心，这些都为当地百姓就业或出售牲畜品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从中增加了收入。”那曲地区行署副专员罗布说。目前，藏北牧民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畜产品、特别奶质产品附加值开始提高，越来
 越多的牧民放下牧鞭，闯市场，越来越多的西藏百姓受益于这条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幸福线。

青藏铁路的通车也让众多铁路沿线的藏族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拉萨市娘热民俗风情园藏族老板多布杰说： “青藏铁路开通后，到我们这里的游客人数猛增，比过去翻了好几番。”

青藏铁路打破了制约青藏高原旅游业发展的交通“瓶颈”，已使青藏高原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旅游热点，并带动了旅馆业、餐饮业、商业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使旅游业真正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通车头三年共实现旅游收入103亿元，仅2010年西藏旅游接待达680万人，同比增长21．6 % ，是2005年的3．8倍。

沿青藏铁路一路可以看到，青藏铁路的开通，不仅为地区经济的繁荣增添了动力，也对铁路沿线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老百姓逐路而居，昔日人烟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铁路沿线，如今村镇相连，厂矿企业鳞次栉比，处处回荡着欢歌笑语。铁路职工与沿途城乡居民、农牧民和少数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帮助沿线农牧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确保了社会稳定。

青藏铁路穿越号称“聚宝盆”之称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盆地内盐湖资源、油气资源及其他非金属资源十分丰富。2009年，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规划》被国务院批复，区域内已建成中石油青海油田公司、青海盐湖集团、西部矿业、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公司等一大批资源开发龙头企业，以盐化、石化为支柱的优势产业和工业格局基本形成，富饶的柴达木盆地的盐化、石化资源得到循环开发利用，青藏铁路在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上显示了强大作用。

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低廉的运输成本提高了青藏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促进了包括轻工业、农业、牧业、建筑业、服务业、藏医药以及传统民族工艺制造业等一批批青藏高原特色产业的发展。西藏名、特、优产品不断通过青藏铁路大批量进入全国和世界市场，加快了区域市场融入国际
 国内大市场的步伐。内地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也进入西藏，粮食、蔬菜、瓜果、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和电器等消费品价格下降，改善了民族地区群众燃料消费与其他消费结构，有效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铁路“快车道”也给西藏“十一五”重点实施的“特色经济发展战略” “全面开放带动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促进西藏经济增长结构日趋合理，为西藏“绿色”农牧业、特色藏药业、民族手工业、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证，形成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优化，第一产业G DP比重下降1．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分别上升1个和1．5个百分点，发展质量明显提高。

“青藏铁路开通前，我们5 100厂年产矿泉水只有702吨，如今年产量达到了30万吨，青藏铁路使我们这一优秀的民族高端品牌得到飞速发展，仅格尔木至拉萨段，我们的运输成本每吨就下降了200多元；从西宁到拉萨，每吨成本下降500多元。” “5 100伴随青藏铁路成长而成长。” “没有青藏铁路就没有5 100矿泉水厂。”西藏冰川矿泉水公司总裁付琳说道。

有数据显示，自青藏铁路全线运营以来的2006年至2010年间，青海省GDP由641．05亿元增长到1 342亿元，西藏自治区G DP由342．19亿元增长到500多亿元，年增长均在10 %以上。青藏铁路“引擎”作用明显，有力地促进了两省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青藏铁路成为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给出了赞叹与评价。

主流媒体的大部分话题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深入，一些逐渐深入的话题会从对单一社会事件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大部分话题不会处于“静止”状态。荷兰学者梵·迪克在《话语与语境：从社会认知入手》（Dis-course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一书中提出“语境模型”理论，他认为语境是话语参与者根据社会的、互动的或话语表达情景所建构的特
 殊心理模型或主观解释。语境以社会为基础，是动态的，并具有产生得体话语的语用功能；语境以认知为中介，是社会认知与个体独有的心理模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语境是个体独有的经验模型，它控制话语的产生与理解，话语是语境的一部分。社会的每一个变化都会真实地体现在语境之中，进而投射到话语之中。主流媒体话语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或记录，人们对社会事件认知的逐步深入会强化其话语呈现的连续性和深入性。

航天技术是一个国家现代技术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军事航天技术是把航天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为军事目的进入太空和开发利用太空的一门综合性工程技术。神舟飞船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的飞船。自1999年“神舟一号”首次进行飞行试验，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标志着中国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自行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从此中国正式加入航天大国行列。在2003—2012这十年的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航天新闻共出现了6次（2003、2005、2007、2008、2011、2012），从前五年每隔一年出现，到2011年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问世，转为每年出现。航天新闻出现频率的提升，蕴含着两重意蕴：一是媒体话语对航天新闻关注度的持续提升，说明受众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注在提升；二是作为成就报道，航天新闻持续出现也丰富了受众关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认知。

（二）主流媒体话题的设置

主流媒体的话题设置是由主流媒体功能直接决定的。中国主流媒体的四大功能———发布功能、喉舌功能、塑造功能、服务功能———是通过话题的设置或选择来实现的。在一个媒体文本中，可能出现一个或多个话题，紧密围绕着主流媒体四大功能烘托呈现，这种话题设置或选择的方式也决定了主流媒体话语表达的特殊性：

其一，主流媒体话题设置主体往往是政府政党。政府政党的话题设置以塑造文化认同、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为目标指向，强调维护社会既定秩序的稳定，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近年来，主流媒体强调与网络媒体的融合，2014年
 6月12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正式上线，它不仅提供有品质的新闻，而且力图建设成为用户一站式获取资讯信息和政务服务的高效平台。以客户端的上线为标志，人民日报形成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客户端三位一体的移动传播布局，从传统单一的纸质媒体演变为融合报纸、期刊、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电子阅报栏、二维码、手机报、网络电视等多种传播形态的现代化全媒体矩阵。一般而言主流媒体话题设置的主体不变，其话语设置的目标、话语表达的方式也很难发生改变。

其二，主流媒体话题选择以时政话题、重大事件居多，话题具有现实性、严肃性、重大性。与网络媒体比较，主流媒体话题明确地划分为国内或国际、时政或经济、法治或社会等主题，分类呈现，主流媒体话题往往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展开，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网络媒体的话题常常围绕着网民的网络活动展开，如2009年7月16日，网友在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发表了的一个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帖子，随后短短五六个小时内被39万多名网友浏览、1．7万多条回复，被网友称为“网络奇迹”。许多网友还注册“贾君鹏的妈妈” “贾君鹏的姥爷” “贾君鹏的二姨妈” “贾君鹏的姑妈”等网名，形成异常庞大的“贾君鹏家庭”，内容活似一部家谱。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迅速成为2009年网络流行语，这一流行语的出现也体现了网络话题的虚拟性特点。

其三，主流媒体话题虽然涉及舆论监督，但是监督的范围受限。舆论监督是主流媒体长期秉持的一个传统，是主流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之一。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具有权威性、真实性和系统性，但是从创办主体角度来看，主流媒体很难全面、公正、客观地开展舆论监督，对自身归属团体的批判或揭短受到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影响和干扰，行政干预影响主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从媒体特性来说，互联网媒体的强势崛起也弱化了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在商业性网络媒体中，传播者的匿名性参与、传播范围的广泛性、舆论汇聚的实时性等因素，使其在舆论监督方面具有传统主流媒体难以比肩的快捷与便利。

其四，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互相设置话题的趋势日益明显。互联网时代，
 特别是移动互联时代，网络传播中的一个事件，往往需要经过主流媒体的关注，然后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媒体事件，进而影响政府政党决策、推动时代社会发展。2011年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中出现的“郭美美”，就是首先通过互联网传播，然后主流媒体介入报道，引发全社会关注，形成强大舆论力量，唤起政府有关方面参与，加速事件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昵称为“郭美美Baby”的发帖引起了网友的关注，这个20岁左右的女孩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此蒙上阴影。8月，郭美美首次面对媒体，接受郎咸平独家专访。郭美美称，自己出于虚荣心和攀比心理认证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实际上她与红会毫无关系。 “郭美美事件”一直延续到2015年9月，她因开设赌场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在五年中，郭美美始终是网络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

三、主流媒体话语表现社会实践的方式之二：主题表达

（一）主题是话语文本的关键

主题，指某一段话语的纲要、主旨、要点或最重要的信息，它表现了媒体人的判断和倾向。主题是媒体人透过叙事所要表达的主观意图，就是媒体话语的主要目的。主题在文本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受众依靠主题来理解媒体话语文本的总体内容，离开主题受众只能认知媒体话语文本的局部、片段，无法把握文本的总体关系和组织结构。一个媒体文本可以有多个话题，却只能有一个主题。所有话题围绕主题展开叙事、表达观点、衬托主题。

主题是媒体话语的生命，它统率着媒体话语，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并决定着媒体话语表达的全过程。没有无主题的话语。任何媒体话语都是媒体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动性的反映，它必然包含着人们主观的目的与倾向。而通过叙事所要表现的主观臆想，便是构成媒体话语主题的基础，意向经过反复提炼，
 便成为主题。

对于同一个事件，媒体人可以提炼出多种不同的主题。媒体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于客观事件的认识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媒体人的认知决定了媒体话语的多样化主题。由于客观事件总是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人们的认知会受到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认知的有限性也体现为主题发掘、选择、提炼的限制性。

（二）凸显主题的表达方式

媒体话语主题与其他文本主题比较，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辩证统一的特点。在新闻话语中，客观性更加突出；在广告话语中，客观性与主观性杂糅并陈；在大众话语中，主观性更加突出。媒体话语主题的表现还具有明确性与隐蔽性相结合的特点。在新闻话语中，强调“用事实说话”，其主题的隐蔽性更强；在广告话语中，依据其表达的需要，隐蔽性与明确性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大众话语中，往往明确表达其意蕴。各种媒体、各类文本使用不同的呈现方式，组织、表达、重复，甚至暗示其主题。凸显主题，是媒体人在话语表达中的着力之处。如何把社会实践中人们应当关注的而尚未关注的话题凸显为主题，是媒体人镜面式地反映社会图景、建构社会图景的重要路径。

删略以凸显主题。社会实践是无限的，大众传媒对社会实践的表现是有限的。媒体及时真实、 “明镜”式地表现社会实践，但是并不能有闻必录、凡事皆报。文本主题的提炼也就是对实践的取舍，在取什么、舍什么之间进行裁度。主流媒体对社会实践的呈现，强调凸显正能量、淡化负能量，正面报道为主、批判报道为辅，凸显社会主潮、弱化细枝末节。因此，坚持删略原则，经过反复比较和甄别，将不符合政府政党核心价值理念的剔除，是主流媒体凸显主题的重要方法。在2003—2012年度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政治性负面报道仅占3 % ，是国内新闻八类主题中占比最低的，成就报道占26 % ，是国内新闻八类主题中占比最高的。高低之间，体现了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褒扬与贬抑，客观上体现了主流媒体对社会实践的裁度。

概括以凸显主题。经过选择确定下来的文本内容，一方面是对社会实践的
 “明镜”式描述，一方面也是表达主题的一种佐证。对于这些内容，需要经过综合概括，以凝练主题。文本要从芜杂的社会实践中抽取能够代表和反映社会实践基本特征、内在品质和整体面貌的素材，选择能够体现和揭示社会实践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的素材，概括性地代表和反映社会实践的整体和全貌，体现和揭示实践的本质。人工概括与机器概括同样成为主题提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的兴起，对于庞大数据概括提炼的要求更高。2015年11月8日，新华社迎来新“员工”机器人———“快笔小新”，专门提供体育赛事的英文稿件和财经信息稿件。

重组以凸显主题。媒体文本可以通过多个话题叠加组合来呈现同一主题，从多个角度、多个方位立体多元地凸显话语主题。在新闻体裁中，通讯往往会使用多个话题来烘托和提升主题，消息则强调一事一议，但是并不妨碍在话语呈现中，从多个角度、立体多元地呈现和呼应主题。

我国首开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列车

本报北京8月1日电（记者和平　肖培清　胡艳波）　

今天，国产C R H3型“和谐号”动车组，恰如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创造了中国铁路运营速度的精彩纪录———时速350公里。

列车在不知不觉中启动。10时40分，列车驶离城市新地标北京南站，记者感觉几乎没有噪音和晃动。仅用5分钟，时速就达300公里。

10时56分，当车厢屏幕显示时速350公里时，初次感受高速铁路的旅客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中国铁路这一“飞速”时刻。

坐在一排的三个姑娘笑得最灿烂： “在打工的餐馆看电视时，知道今天有高速列车到天津，我们仨就请了天假来坐火车。”她们说，58元的车票比平时买一件衣服还便宜，却坐上了国内最先进的火车。

墨西哥《改革报》记者比拉尔希梅内斯专程到北京采访奥运会，今天她特意来“体验”。看了列车时刻表，她说要在8月6日比赛当天下午，再坐京津城际列车到天津，观看中国女足奥运会第一场小组赛，赛后立即
 坐火车赶回去采访另一场比赛。

11时9分，列车在天津站停稳，29分钟的时空距离。距北京奥运会开幕7天时，京津“双城记”与第29届奥运会精彩相逢。

“北京游客占今年春节进津游客的47 %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思全认为， “半小时经济圈”的新模式，将为我国区域合作树立典范，京津两市居民往来将如同串门。

京津城际铁路是中国首条通车运营的、最高时速达到350公里的城际铁路。目前，我国尚有多条客运专线及城际铁路在建设中，京沪5小时直达、武广4小时直达，将在未来3到5年内实现。 （ 《人民铁道报》，20080802）

以上文第19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我国首开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列车》为例，报道中同时出现了三个话题：京津城际铁路投入运营，北京南站建成使用，北京奥运即将开幕。话题的主体包括中国普通老百姓、外国记者、中国经济学研究者。记者、打工妹和外国记者对和谐号动车组的体验，构成了首次开行时速350公里动车组的真实表现，个人感受生动、真切，中国经济和中国铁路未来前景辉煌的主题鲜明、突出。

四、主流媒体话语表现社会实践的方式之三：话语风格

（一）话语风格来自话语主体的身份特征

风格是话语典型的、可变的结构特征的综合，这些特征显示了在某一特定的语义、语用或情境中媒体话语生产者的个性身份和社会语境的特征。费尔克拉夫认为语言具有身份功能，身份功能“关涉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
 
(9)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到“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语言的囚徒”
 
(10)

 ，其内涵与费尔克拉夫所言“身份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认识到主体身份在话语中的建构之功。在主流媒体话语中，媒体人这一话语主体并不是单一的个体，其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话语支撑结构，包括个人信仰、媒体的专业主义规范、媒体组织的机构属性、国家意识形态等。这种话语主体的身份特征，就构成了媒体话语的风格。

不同体裁的文本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风格：政治性文本往往具有明显的政论风格，科学性文本往往具有严谨的语言风格，广告文本往往体现出夸张刺激的话语风格。为了实现客观化或者专业化，有时媒体话语也会同时出现多种类型的话语风格的杂糅，从而形成一种跨文体式的言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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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话语的两种主要风格

大众传媒的语体都有其稳定的基调，精确、客观、严谨、活泼、通俗等，这是媒体组织和媒体人长期关注的传播重点和养成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同时大众传媒又夹带着时代精神风貌对它的影响。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媒体话语具有特定时代独特的意蕴，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这种话语虽然经由媒体人表达出来，但其实是媒体人身上时代烙印的再现。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类：政治化的严肃风格和生活化的通俗风格。

1．政治化的严肃风格

从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中国近代媒体就形成了新闻报道语体与政论语体交叉渗透的话语风格。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从1874年5月12日到1885年12月10日， 《循环日报》发表政论文章890余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出自王韬手笔，王韬所撰政论观点新颖、议论精辟、文字雅达，为时人争相阅读。19世纪末期，梁启超办《时务报》，每期一篇政论，为全国读者热捧，“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近代中国报业形成一种特殊的话语风格———新闻报道语体与政论语体交叉渗透而形成的夹叙夹议体，影响至今，成为中国主流媒体一种最常见的话语风格。这种话语风格往往出现于主流媒体的时政新闻报道、重大新闻报道中，主题宏大，叙议结合，语调严肃，政治倾向性鲜明。这种话语风格明显表现在被称为“新华体”的文体中。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新华体”的界定是： “新华通讯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所形成的一种写作体式。关于新华体的特点说法不一，但这一概念在我国新闻界已流行通用。新华体的公认特点是：消息简洁、文字精练、篇格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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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华体”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它作为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代表的身份却始终未变，它是官方舆论场的主调。这种政治化的严肃风格经由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等评奖活动强化，经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传播，话语风格稳定，倾向性鲜明。


天安门广场见证国防现代化建设历史性跨越


新华社天安门广场10月1日电（记者贾永　倪四义　徐壮志）　

“多想开开我们的新战车啊！ ”开国阅兵时的战车团团长田申指着崭新的05式两栖战车说。

10月1日，中国以一场气势恢宏的国庆60周年阅兵，展示了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领域的历史性跨越。包括新型战略核导弹、歼11战机在内的新装备成为瞩目的焦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武装力量后，指出，中国军队“要发扬光荣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使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再立新功”。

10时许，象征着中国56个民族的14个徒步方队、30个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依次展现在世人眼前。

鲜红的军旗，严整的军容，精锐的装备。秋日阳光下，古老的天安门又一次见证中国军队的崭新风采。

本次受阅的52种装备均为中国制造。

“脱胎换骨”，85岁的田申这样描述新中国14次国庆阅兵所发生的变化。这位中国国歌的词作者之子说， “开国时的受阅武器95 %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

即使与10年前相比，中国军队的变化同样可以用“脱胎换骨”形容。在这次8 000人参加的阅兵中，近九成受阅装备是国庆50周年后列装的。

预警机、机动雷达、通信车，这些让中国军队“耳”更聪“目”更明的装备首次出现在受阅方阵中，标志着在加速向机械化转变的同时，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建设加快发展。”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说， “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各类装备，我军基本都有了。”

虽然海军舰艇无法开到今天的受阅现场，但在今年4月23日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阅兵中，中国海军已向世界展示了核潜艇、驱逐舰等一系列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主战装备。

中国军队的“跨越”，是由中国的整体“跨越”所支撑的。今天，中国每一天所创造的财富，是10年前的3倍，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初一年的财富总量。

富国强军，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相对于阅兵中这些可见的变化，“人”的素质等无形变化同样巨大。仅徒步方队中，就有62位硕士和博士。目前，解放军74．1 %的军官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尽管战略预警能力、机动能力、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有了提高”，军事专家陈舟说， “但积极防御的战略始终是中国的选择。”

中国已宣布，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人民解放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阅兵总指挥房峰辉中将说， “我们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这篇消息是第20届中国新闻奖（2010年）二等奖获奖作品，消息的获奖理由是立意高、信息量大、话语简洁富有张力。记者抓住2009年大阅兵的特点———“本次受阅的52种装备均为中国制造”，从新中国60年特别是近10年的宏阔时空视角，陈明这次阅兵所体现的国防建设新成就———“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领域的历史性跨越”， “富国强军，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消息话语还延伸到阅兵式之外，认为“中国军队的‘跨越’，是由中国的整体‘跨越’所支撑的”，将此前的海军60周年海上大阅兵、中国军人素质变化、国防建设未来走向和中国国防战略等重要信息纳入，使这则消息超越就阅兵谈阅兵，包含了更多更重要的资讯。969字的消息，话语高度凝练概括，涉及5个人物及其直接引语，背景信息丰富，话语充满张力，受众能够清晰而准确地感受到消息的政治倾向、立场态度、丰沛情感。

2．生活化的通俗风格

大众传媒面对的受众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他们的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经济收入不同，社会阶层也有差异，为了获得最大的收受（阅读、收听、收看、点击）率，媒体人和媒体组织在对媒体文本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尽量追求文本的通俗、易读。这就要求媒体话语偏向于语义色彩鲜活朴实的词语，尽量使用口语化、易理解的表达。在主流媒体话语中，通俗风格与严肃风格相辅相成。

从“芭比”到“苹果”：数据迷雾下的“中国制造”

新华网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黄歆　王攀　顾烨）　

中国即将迈进“十二五”，开始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这让人们对笼罩在数据迷雾下的“中国制造”有了新的期待。

从“芭比”娃娃到“苹果”手机，有关中国贸易顺差“真相”的讨论重回公众视野。北京的学者指出，现行以国界为基础的贸易流向计算的顺差或逆差标准已经过时，中国的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

一个芭比娃娃从中国的进口价为2美元，其中，中国仅获35美分的
 劳务费。但按原产地统计，2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按增值比例计算，中国的顺差被夸大了近6倍。类似的，一部在中国组装的苹果手机对美国出口，如果按增值比例计算，中国的顺差被夸大了26倍。

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以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余额和经常项目顺差为理由，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转嫁政治压力，并作为危机调整的代价，成为了一些国家的策略，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完全忽视中国发展和转型中经济的现实。

和往年一样，随着入冬后户外观测人数的减少，望远镜的销售进入淡季。而广州的晶华光学公司却接到更多订单，客户订购的是这家公司为实现向消费电子生产转型而推出的主打产品微型投影仪。

“我们的望远镜以5到6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和德国的品牌持有商，他们用15到20美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晶华光学公司副总经理黄河说。

过低的利润让公司的发展之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走到尽头，2008年公司销售额同比减少19．6 % ，净利润下降高达83．4 % 。

同“芭比”娃娃和“苹果”手机一样，晶华望远镜处于复杂的全球产业链条中，其设计、制造、装配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贸易顺差数据在中国账上，但是利润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账上，这已经成为国际贸易格局中一道独有的‘风景线’。但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说。

为了走出低利润率的困境，全球代工大厂伟创力正在转向生产低量产、高复杂度、高集成度的产品。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建章说，公司过去主业为电子线路板和为电脑等数码消费品做代工，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平均利润率不足3 % 。近年来开始向高端代工转型，比如，为汽车制造业、工业、基础设施等做系统集成，平均利润率提升到15 %左右。

接受采访的中国代工企业普遍认为，造成目前“高顺差、低利润”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加工贸易产业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作为需求方的跨
 国企业手中。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何伟文日前撰文指出，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流程由跨国公司主导，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最后产品的所有权及主要利润都属于他们。

由于无视国际贸易格局的合理需求和发展方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身的经济再平衡计划中，均将“多出口、少进口”列为重要主张，并且不惜采取施压人民币汇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

“在本国企业已经占有主要利润空间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施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受害的将只是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广东国际经济学会理事刘德学说。

事实上，这些保护主义的政策导向已经对中国加工贸易产业和跨国企业的经营产生了影响，最显著的迹象之一就是近年来跨国企业对加工贸易产业进行“主动”升级转型的动力明显减弱。

以美国“出口倍增”计划为代表，欧美发达国家出于国内经济发展需求，采取了收缩战略，增加其国内投资。但这一政策的最直接效应就是减缓了跨国企业在华代工厂的转型升级步伐，中山大学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毛韵诗说。

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之一，广州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广州市外经贸局局长肖振宇介绍说，2009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设立机电产品、高新科技产品代工企业的步伐明显放缓，投资增加基本在物流、配送等环节。

晶华光学的黄河说，正是因为发现在代工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企业才痛下决心进行转型。 “在转型前，我们的毛利率只有14 % ；2010年，作为一个直接向欧洲和美国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跨国企业，我们的毛利率攀升到了45 % 。我认为我们的转型非常成功。”黄河说。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然而， “中国制造”要实现这个愿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目标。在传统的贸易壁垒难以奏效的情况下， “绿色壁垒” “技术壁垒”和“服务壁垒”等新手段纷纷粉墨登场。

经济学家早就达成共识，一个国家的外部平衡政策的重点是维持一个与该国具体情况相协调的最优的经常项目水平。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导致贸易战并损害各国人民的整体福利。

我们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正视国际产业分布格局的真实情况，并制定正确的贸易和经济政策，避免加剧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面临的不平衡压力。 （新华网，20101230）

这篇消息是第22届中国新闻奖（2011年）一等奖获奖作品，消息以芭比娃娃和苹果手机为例，讲故事、算细账，报道中国“微利代工”的现实，解读中国企业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回击西方媒体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歪曲性解读。 “中国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本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问题，消息举重若轻，从人们生活中熟知的玩具芭比和常用的苹果手机入手，分析其代工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反差，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西方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误读。为什么会出现“高顺差、低利润”？“高顺差、低利润”的后果是什么？一个个宏大、深奥的经济问题通过五个采访对象———产品制造商、产品销售商、大学研究者、行业学会理事的分析，由难变易，清楚明白。

除了这两种主要风格外，媒体话语还具有文学化的艺术风格以及科学化的严谨风格，这两种风格是媒体语体分别与文艺语体、科学语体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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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话语风格受到时代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媒体话语会打上时代的深刻烙印。 “文化大革命”时期，媒体话语均夹带着“毛主席语录”，浸润着“阶级斗争为纲”的风格。移动互联时代，各类网络流行语不断改变着媒体话语，草根化、自造词、网络“雷”语成为媒体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话语的时代风格在不断地变，深深地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成为社会变迁鲜活的写真。

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以政治化的严肃风格为主，兼具生活化的通俗风格。在话语的背后，是支撑着媒体组织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把控着话语权，共同影响着媒体话语的表达风格。

第二节　媒体话语是社会意义的建构

一、媒体话语生产与社会意义的建构

（一）媒体话语生产的本质

毋庸置疑，大众传播是一种具有物质化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大众传媒具有作为商品的生产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按照物质商品的生产流程来分析，媒介组织（或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就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关系。197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据此在《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 （EncodingandDecodingintheTelevisionDiscourse
 ）一书中提出了电视研究的“编码／译码”理论，他认为电视作为大众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一种意义的生产、建构、流通和消费的过程。换而言之，霍尔认为，电视生产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物质化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电视新闻生产是满足人们对各类不同信息需求的过程，也就是生产“意义”的过程。电视媒介的形式载体，包括电视话语，就是具有“意义”内涵的符号体系。因此，就其本质来看，媒体符号体系的生产，就是社会意义的话语生产。

从人类精神活动的角度考察，大众传媒作为人类精神交往的活动方式，是传播者与受传者对于“意义”的传递和共享的信息消费活动。而这种“意义”的传递与共享，构成了媒体话语的基本价值内涵。这种“意义”的来源，涉及社会核心价值理念以及权力结构。


 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新闻场域”和“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新闻场域受到政治、经济等权力的控制，使本来比较单纯的新闻场复杂化，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扯上了不可脱离的关系，导致其丧失了本身应有的自主权，被商业利益和政治权力等操控。从另一角度来说，新闻场又凭借着自己的行为方式控制着其他领域，通过信息传播影响着受众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新闻场域容纳并呈现着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话语形式，因此，新闻媒体话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域体现了文化资本的特征，新闻场域内部的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关系，既是共生互联的，又是相互角逐的，这客观上造就了媒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布尔迪厄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为出发点，超越了马克思理论，将文化视为一种不同于经济力量和社会关系的资本形式。他提出资本既是一种权力形式，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与社会形成一种嵌入关系。作为意义生产的大众传媒，是受制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价值和权力结构的，媒体生产其实就是话语生产。建构主义从媒体生产就是话语生产出发，提出了媒体话语生产就是社会意义建构的观点。媒体话语的生产是为社会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所建基的权力结构决定的。依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在西方商业化的新闻场域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媒体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化的新闻场域中，执政党的主张和理念构成了媒体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商业化的新闻场域，或是政治化的新闻场域，其运行机制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

媒体话语的核心基于对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客观认识和理解，但媒体话语不仅客观地呈现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且积极地建构着社会舆论环境和情境身份，以话语实践表达着社会的规范、价值观和目标。 “明镜”式再现社会变迁，是媒体话语的手段，并不是其目的。媒体人将其作为自己的工具，凭借它将自己的理念认知传递到受众心中，这才是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根本所在。媒体人进行这种转换的动力，并不仅仅源于媒体人的专业主义或职业意识形态，
 也源自媒体人和受众共有的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合理要求。

（二）基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建构主义理论

语言与思维是人类社会的主要构成，对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打下基础。自古以来语言与思维问题就是哲学家、语言学家长期思考的话题。柏拉图认为思维是心灵的话语，思维是无声的语言，语言与思维虽属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语言和思维是同一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论假说颇具影响。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及其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7）去世后，20世纪4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为概括其理论而提出的一个命题。假说有两个观点：第一，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是假说的强式表述或观点。第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即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或者说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弱式表述或观点，即语言影响思维，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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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假说的例证不足，没有通过实证方法证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曾经一度被人们摒弃。20世纪下半叶，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更加严谨、科学的实证方法探讨了语言对空间、时间、性别等方面认知的影响，使用判断、记忆、辨别等非语言行为探究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弥补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有力地证明了沃尔夫假说的合理性。

沃尔夫认为，背景语言系统（语法）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它规划和引导着个人的心理活动，对头脑中的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储存的信息进行综合。思想的形成不是独立的，而是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有的区别很大，有的区别甚微。相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印象流，它们是通过人们大脑组织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语言体系组织起来的。简而言之，语言用各种概念将复杂的世界组织起来并赋予这些概念以意义， “语言切割世界”。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建构主义认识论提供了理论武器。建构主义认识论认为：认知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简单的、被动的反映，而是主体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如语法）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建构主义认识论具体指明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尤其是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新的认知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知是主体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这种主体的建构同时存在于媒体话语实践的两个主体当中，实质上，媒体的主体性话语建构，既是个人活动也是社会的共同建构。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收受者，其话语实践都是社会结构映射下人们社会实践的再现。

二、主流媒体话语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之一：暗示社会身份

（一）主流媒体的社会身份

由于传媒体制的差异，中西方对于主流媒体的定位是有差异的。西方的主流媒体往往指高级报纸或质报等严肃类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和三大广播网，英国的泰晤士报和BBC，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和法兰西24小时，德国的世界报和镜报周刊，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N H K等；中国的主流媒体往往指政党机关报、国家电视台等，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主流媒体与一般媒体的身份区别在于，它能够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始终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前沿，这种独特身份体现为影响力大、信息权威、受众为社会中上层人士。

中西方主流媒体能够主导社会舆论“主流”、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驱动力量是不同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为“主流”，来源于其在新闻市场上的成熟运作和长期新闻传播的可信可靠。在新闻市场中，西方主流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处于前列是其成为主流媒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主流媒体之为“主流”，来源于它所依附的政党或组织机构的执政权威和公信力，因此，在中国新闻市
 场上拥有最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不一定是主流媒体。

不管主流媒体成为社会舆论主导性力量的来源何在，中西方主流媒体都具有共同特征或普遍特质，即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受众关注度，这也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身份。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是以不断地重复和强调社会道德范式、核心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探究社会实践的形貌和意义，并使其引领舆论的身份和地位具象化。

费尔克拉夫在分析医生与病人的对话时，提出了“普遍特质”的观点。他认为医生们通过其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含蓄地表明其社会身份，这就是对话中普遍特质的一种表现。费尔克拉夫把普遍特质视为一种更宽泛的“模式塑造”，认为话语主体通过特殊的话语表达建构了自己特殊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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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的建构作用，体现在为社会成员分类和建立身份，以及这些成员如何从事社会实践、权力关系如何被强加和实施、社会如何被再生产和改变。

（二）媒体话语的社会身份暗示：互动性控制

主流媒体话语表达不仅仅是传播组织（传播者）的言说，同时也是一种包含了不同参与者的社会活动。在叙事学中，很多学者都把叙事者和受众区分开来，主张叙事的受众在叙事的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受众是叙事形式和意义的共同作用者。在传播研究中，西方学者认为，媒介传播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传播过程的每一次完成，都是以从新闻信息源经过传播者到达接受者的传通为标志的，传而不通是无效的传播。受众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闻界从漠视受众转向重视受众，人们认识到受众是积极主动的信息接受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寻求各种信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受众对于外来信息有选择的接触、理解和记忆，通过对传播内容的选择积极主动地干预着传播活动的进行，对信息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发挥着制约作用。在媒体话语表达中，受众并不是次要的角色，而是和传播组织（传播者）一样，对媒体的话语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流媒体的社会身份，是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中确立的；主流媒体通过传播中的互动性控制来建构传播组织（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实现其身份的具象化。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是少量的、滞后的；网络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更加频繁、及时。换而言之，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话语的控制性更强，网络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话语的控制性反而因受众互动的丰富和深入而弱化。

主流媒体在话语表达中建构其社会身份的方法是多样的，既包括话题设置、主题表达、话语风格，还包括提供背景信息、选择报道时点、整合传播方式等。西方媒体在话语表达中有“强调、淹没、夭折”的做法，通过版面编辑手法、内容凸显手法来突出或淡化某种事实。1973年美国纽约时报获悉美国军方在大西洋底打捞起一艘苏联新式潜艇，打算立即在显著版面重点报道这一重大事件。对于美国国防部来说，苏联海军是冷战时期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美国军方获得这艘苏联新式潜艇，可以从中探知对手的军事进展。因此，国防部并不希望让苏联了解美国军方已获得这艘潜艇。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联邦调查局出面与纽约时报协商，劝告纽约时报暂缓报道这一事件。两年后，纽约时报才披露了这一消息。毛泽东也提出，新闻有新闻、旧闻、不闻。2010年10月8日（北京时间10月7日），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没有提及刘晓波，新华社用汉语和英语发布了获奖消息，消息以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诺贝尔奖委员会为开头。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干涉了中国司法主权、违反国际法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中国人权问题专家7日表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的和平奖授予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罪犯刘晓波的做法，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干涉，并且违反了国际法。

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玲教授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法院依法审理刘晓波案，并作出判决，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司法行
 为，应当受到尊重。

张晓玲说，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任何国家、任何组织等都应当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内政。

她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正在服刑的中国罪犯，无疑是挑战中国的司法权威，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她表示，任何国家对于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都是严惩的，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采用法律手段打击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授朱文奇表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国的安定团结和世界的安定有紧密的联系。任何负责任的国际组织、团体和机构，都要考虑自己所做事情的影响，都应该多做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事情才是。

张晓玲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北京高院发言人早些时候指出，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刘晓波以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煽动性文章、组织劝诱他人签名等方式，煽动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张晓玲认为，刘晓波的行为已经具有现实危害性，触犯了刑法，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对刘晓波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国法院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其诉讼权利，这些不仅是符合中国法律的，也是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

朱文奇说，关于定罪的问题，各国的法律不同。不少西方国家的法律有对仇恨罪的规定，表明煽动仇恨是要治罪的。中国的法律符合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情况，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和理解。

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介绍，以言辞为表现形式的犯罪行为，几乎
 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均有规定。所谓的“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

他介绍说， 《美国法典》第115章第2383条、2385条规定，对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以反对美国当局或其法律的行为；蓄意或故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理应、必须、值得或宜于以武力或暴乱或通过暗杀政府官员的方式，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或任何州、领地、特区或占领地政府，或任何下级政治机构或政府的行为，判处刑罚。

英国《1351年叛国法令》规定图谋废除女皇或发表煽动上述意图行为违法。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加拿大《刑事犯罪法典》第61条规定，发表煽动性的语言文字、参与煽动性的活动构成犯罪。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鼓吹、煽动推翻联邦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违法。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

张晓玲说，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人权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人权保护推向了新的高度。

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促进和保障人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权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发展。

专家指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庄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人权事业发展，使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得到切实保障，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常健在接受采访时说，人权问题其实是人类普遍的追求，但是实践人权的方式和战略各国有所不同。从人权保护角度来讲，应该鼓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适合自己国家的战略，应该有所差别，而西方现在不容忍这种差别，这实际是想用西方的
 模式来改造中国。

张晓玲说，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崇高追求。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强加，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

这则新华社消息以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进行评价的角度进行报道，报道开头即点明国家立场———“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干涉，并且违反了国际法”，报道采用4名权威专家的评价（张晓玲、朱文奇、高铭暄、常健）以及2个官方信源（北京高院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来暗示报道者的权威身份，强调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新华社作为主流媒体的身份充分显现在媒体话语表达中。

在传播活动中，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话语始终依赖官方信源，强调传播国家意志、政党主张、政府声音。中国主流媒体很少传播民众话语，在2003—2012年期间，逐渐形成了两个话语场———官方话语场（以主流媒体为主的话语空间）和民间话语场（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的话语空间），其话语涉及的内容、情感、政治态度、表达方式都有较大差别。两个话语场的隔离，实质上是由话语表达的两个主体所决定的。随着互动性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传播活动中传播组织（传播者）的主流媒体在话语空间中的互动性控制将日益弱化，需要发掘新的身份确立方式和途径。

三、主流媒体话语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之二：建立社会关系

（一）社会关系的两个主体

1．媒体传播者

在媒体话语实践中，媒体人站在话语生成的起点上，依据长期以来形成的经验和知识的规则，对现实世界进行筛选、加工、表现。美国新闻社会学者盖伊·塔奇曼（Gaye Tuch man）指出： “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常常习惯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
 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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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塔奇曼的理解，新闻生产的过程就是通过职业意识形态（包括新闻专业主义）来框范现实，而这种职业意识形态来源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转化为制度化、组织化的规则和程序———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集和发布的规则，即职业意识形态，是它在建构着新闻媒体的生产方式。

从建构角度来看，媒体话语文本是媒体人及媒体组织对社会实践认知的再现，其中投射着媒体所有者和媒体传播者的认知过程及社会文化因素。媒体话语中包含着隐含意义，它或者是作者认为受众当然了解的一般或具体的信息（预设信息），或者是受众必须推导出来才能完全理解的文本的隐而未述的信息（隐含信息）。无论是预设信息还是隐含信息，均可通过暗示和联想来体现媒体人的话语生产规则。

2．受传者（受众）

没有经过受众对文本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一个媒体话语文本只能算是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受众的阅听和解释，它的意义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受众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媒体话语的“二次创作”。

参与式文化是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受众在新旧媒体间四处迁移，找寻最适合自己的“首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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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记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乔治·吉尔德（GorgeF． Gilder）认为，计算机的内在特性会促进传播的分权化和个性化发展，互动技术和用户定制将最大化地满足受众的需求。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共同存在的多样化传播环境中，除了少数“意见领袖”，大多数受众最终都会确定自己的“首选媒体”（国内学生称之为“第一媒体”），选择自己最喜爱的媒体接受信息或发表意见，他们将不再勉强接受媒体中的“最小公分母” ———大家共享的第二选择媒体。一旦受众确定了他的“首选媒体” （国内学者称之为“第一媒体”），他往往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新的媒体文化生产模式，并对思想传播和政治施加影响。正因如此，21世纪后出现的社交媒体才迅速褫夺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组织动员力量，从2010年北非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开端，到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地区“占中事件”，社交媒体都成为事件组织发动者传递信息、号召行动的重要工具。新形式的参与和合作，在互联网媒体中通过互动技术得到极大的张扬。大众话语与媒体话语互通，网络话语与官方话语交融，受众也从被动的信息收受者变身为主动的媒体话语生产的参与者。

（二）社会关系受到社会结构限制

主流媒体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表面上，它映射着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现实关系；本质上，它蕴含着社会结构的限制，包括各种社会规范、社会习俗，以及法律、经济、政治或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的制约。主流媒体话语不仅表现社会实践，而且通过意义的传递说明世界、组织世界、建构世界。

社会结构具体表现为权力在社会阶层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支撑着整个社会系统，又重组和改变了社会结构，主流媒体话语模式的一致性和持久性就来源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媒体话语超越了人们头脑中思想的自由飞舞，牢牢地植根并定向于真实的物质的社会结构。

福柯指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话语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话语本身与话语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由此可见，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即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实施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其意义是在权力关系中生产出来的。话语也成为建构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实践，媒体话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被制定和协商。话语实践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风俗，并将之纳入话语秩序。




四、主流媒体话语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之三：重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

（一）媒体话语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的价值

在人类社会的历次变迁发展中，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引发社会文化历史性、深层次的变迁和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结构设置、文化载体等都会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变中会出现疏离，社会个体的价值取向日益复杂多变，人们原有的伦理共识和道德规范标准，难免出现碎片化和边缘化的样态。文化价值一旦失落，势必造成文化本身的虚化和人心的散落，最终影响到人们生存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实践建构的一种方式，往往在社会文化共识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社会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认同。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对于社会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主流媒体话语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因此，话语对于认同的建构、协商极为重要。社会认同是在互动中产生的，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认为，认同“既隐含了个体内部的持续一致（自我一致），也隐含了个体与他人对某种本质属性的持续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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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持续”与“共享”不是个体独自完成的，而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即一个显现出行为规则和道德价值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在与他人的话语实践互动中建构的。

主流媒体话语在建构社会知识和信仰体系上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对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再认同，合理利用并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性功能，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其二，培育公众的现代民主意识，建设现代中国的公众文化认同。其三，加强多元文化互动，维护公众的个性化发展，促进公众主体性的建立，完善公众人格自由的发展。

（二）媒体话语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路径

1．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文化价值，保证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和价值归依

主流媒体话语在进行信息交换、情感表达、意义构建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目的是传递四类信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地理、民族或社会群体的归属如何，我们有怎样的伦理和道德立场，我们在政治上忠诚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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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媒体话语在反映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在用话语对人进行认定、分类和评价，促使受众接受其观点，促成共同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同时也会利用一些反向的人与事，通过强调与这些人与事的差异而与其保持距离。

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进行文化与社会的整合，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为制度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灵魂。公众主动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中国社会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和价值归依。

中国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往往是在国家政权主动支持下完成的。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仅仅依靠统治权来维持其主导地位，它的运转与维持需要通过民众的积极认同才能实现。当前主流媒体在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受欢迎的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主流媒体话语表达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的弊病，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心理需求存在一定距离。主流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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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及时有效地回应公众的现实利益诉求，为社会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2．梳理道德价值标准中的混乱部分，建设新的伦理道德规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把这些变化概括为： “住房大起来了，汽车多起来了，钱袋子鼓起来了，文化程度高起来了，假日旅游热起来了，通信方式快起来了。”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转型，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型。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精神文化追求；另一方面，传统观念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正在被消解，商业价值、功利主义侵蚀着传统价值观念，人们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同时新的道德伦理并未建立起来。在“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的社会问题专题类中，曾出现的“范跑跑” （2008年）、 “艳照门” （2008年）、 “小悦悦” （2011年）、 “染色馒头” （2011年）等，都涉及伦理道德失范。

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失范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为了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制假售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给环境造成破坏；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社会两极分化；铺张浪费、过度消费，败坏了社会风气。政治领域中的道德失范表现为：理想丧失、信念动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文化领域中的道德失范表现为：学术道德沦丧，学术腐败频出；教师道德滑坡，师道尊严不复；虚假新闻横行，有偿新闻败坏社会诚信。各种道德失范现象的频发，加剧了企业诚信危机，降低了社会运转效率，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权威，破坏了党群关系和执政根基，恶化了社会风气，甚至威胁到社会意识形态安全。

上述诸多失范的根源在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错位，理想的价值追求与现实的价值取向之间出现了严重偏差。人们在依循市场经济原则行事时，难以沿袭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而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当人们高度关注眼前的物质生活，把追求富裕当成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面临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文化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最高主宰。这种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的生活方式，与市场经济原则相结合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之中，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道德规约，必然带来各种矛盾与冲突。

当前解决中国社会道德失范的重要路径在于，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法治体制。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开展道德建设，并且赋予道德建设以同等的重视程度与


 同等的发展空间，建立健全的社会道德机制，进而创造良性的道德环境。伦理道德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制度设计。如果在社会建制层面缺少道德奖励机制、道德援助机制，缺乏以人为本、尊重和关爱生命、保障公民权益等伦理诉求，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充斥着商业价值、功利主义、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堕落之乡。媒体在解决社会道德失范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对美善之举的强调、对好人好事的示范，形成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引领民众恪守新的伦理道德。

3．通过架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创新文化精神

传统与文明的断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表现在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领域。2003—2012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阶段，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摆脱了贫困，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经历了传统价值观念的迷失及其带来的剧痛，同时也认识到各种矛盾的产生在于发展的不平衡，思想界爆发了一系列争论，如“经济人”假设之正当性，自由与平等如何协调，公平和效率何者优先，改革的难点和重点何在，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产生于文化价值观从偏重“物质主义价值”转向偏重“非物质主义价值”的转换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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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1988年，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出现了人们从关注“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关注“非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即由对“维持国家稳定” “遏制物价上涨” “保持高经济增长” “加强国防”等的偏好，转向对“给予人民在政府中的更大发言权” “保护言论自由” “给予人们更大的发言权” “美化我们的城市和乡村” “追求一个观念比金钱更加重要的社会”等的偏好。由此可见，从传统的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过程。

从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往往是先有文化自觉意识，再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包含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渡阶段，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文化的异质性摩擦，既会导致断裂期人们行为选择的失据，引发社会问题，也会促进社会个体“主体性”的建立，完善个体人格。人们在传承、创造新的文明的过程中，可以正确认知和对待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时代，学习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培养起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信任感。通过重新架构民族文化价值，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精神内涵，可以壮大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力量，增强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自信心。

第三节　作为“明镜”与“明灯”的媒体话语

一、 “明镜”与“明灯”的媒体话语隐喻

（一）隐喻

隐喻（metaphor）是一种话语修辞手段，它是一种辅助表达，但是可以传达出比直接表达更加丰富的意义。早在2 500年前，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就开始对隐喻进行研究。在古希腊语metapherein一词中， “meta”意为“across”（超越）， “pherein”意为“carry” （承载），隐喻的本义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及四种隐喻，但是一个总的方法是“替换”。1936年，英国新批评派创始人理查兹在《修辞哲学》中提出，隐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无所不在的。他提出了“互动论”，认为隐喻更需要语境，语境固定则语义随之固定，并且因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互动而产生作用。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 “隐喻是人类借助对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认知来诠释解读另一领域的认知”。一言以蔽之，隐喻是“根据与之有类似关系的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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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式表达传统上应用于诗歌和政治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话语学者提出，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类语言和话语之中，既包括日常生活话语、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也包括科学话语和专业话语。西方学者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建立在隐喻上。人们通过特定的隐喻来表示事物时，实质上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隐喻通过一种普遍的和根本的途径构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人类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因此，一个特定的经验领域被隐喻化，实质上意味着人们能够基于具体经验来理解复杂和抽象的观点。隐喻往往不仅指涉文本部分，而且囊括了话语的语境部分，语境与语义互鉴互证。据分析，人类日常语言中大约70 %的表达方式源于隐喻概念。

生活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日益深广地被媒介化了。有人认为，新闻或新闻媒介是“镜子”，忠实而客观地反映着社会变动，如民国时期报人管翼贤（1899—1951年）在其《新闻学集成》中就持“镜子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新闻媒介是“探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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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明确提出，仅用一个比喻无法说明居于人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媒介所体现出来的中介性，因此，他选择了若干纷繁的中介性比喻来形容媒介，并描述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本质。他认为，媒介是“事件或经验的一扇窗户（window）” “社会或者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的一面镜子（mirror）” “一个过滤器（filter）或者看门人” “一根标杆（signpost）” “一位向导（guide）或者解说员（interpreter）” “一个论坛（forum）或者讲台（platform）”，以及“一面屏幕（barrier）抑或屏障（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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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外研究者对媒体的隐喻式表达中，体现了媒体话语多样化的功能。

（二）作为“明镜”与“明灯”的媒体话语

“镜子”这个隐喻，指的是媒体话语的“客观化走向”。罗马时期著名散文家、演说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曾经说过喜剧是“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谈到观察事物的方法时，常常提到镜子，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多次借助镜子来说明绘画和画家、绘画与自然的关系， “画家的心灵应该像一面镜子，它的颜色应同它所反映的事物的颜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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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强调真实地记载时代发展的足印、社会变迁的痕迹，媒体人成为“向着社会现实举起镜子的人”，向受众举起了展示风俗习惯、社会规则和社会变迁的真实镜子。

“明灯”这个隐喻，指的是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指引性。媒体实践是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而这种再现是媒体人基于其认知框架，对社会现实认知的重组。在新闻话语中，新闻专业理念中的客观、准确、真实往往被符合媒介职业自身的阶层地位和利益———职业意识形态所过滤，新闻话语生产不再是新闻人的个体性活动，而是夹带着组织和制度框架的组织性行为。社会组织或政府政党利用新闻媒体来传播主流价值观、打造社会共识、形塑事实的社会意义，力图让媒体话语来发挥其喉舌功能和塑造功能，指引社会按照其设定的方向发展，影响大众遵从其政治方针。

媒体话语不仅是社会的反映者，能够“明镜”式地反映社会变迁，实现其发布功能和服务功能，而且是社会的感应器，承担着喉舌功能和塑造功能，犹如一盏“明灯”，照亮社会发展的前程。媒体话语的喉舌功能和塑造功能，是通过媒体从业者的话语建构来实现的。一个媒体产品，本质上是媒体人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外化，是媒体人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情感趣味的共同体现。虽然有人把媒体人称之为“对社会举起镜子的人”，但是社会是“黄铜色”的，媒体人却可能表现了一个“金色”的世界。

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所谓镜面式的真实与客观，是媒体人的专业理念或理想化的目标。客观来看，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展现，难以完全做到镜面式的真实与客观。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媒体人在文本生产中受到专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每一种话语都是在特定语境中生成其特定话语意义的，从来没有孤立的话语。

媒体话语包括文本和语境两个部分。文本部分系统地呈现社会实践的时间、地点、实践方式、实践结果，这些内容的准确呈现是以真实、客观的信息为基础的。而语境部分阐释的是这些文本结构得以产生的社会认知、社会因素、环境条件、局限性以及社会影响，同时间接地分析了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根源。

语境决定语义，语义依赖语境。在不同语境下，媒体话语的反映功能与建构功能是有差别的，即在传统专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各有侧重。传统专制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建构性功能跃居首位，媒体传播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反映性功能更为凸显，媒体传播者成为“向社会举起镜子的人”。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刺激精神需求的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伸张鲜明地表现为大众传媒中新闻话语与民众话语的众声喧哗之景。面对中国社会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而导致的片面性、极端功利性的“发展”现状，主流媒体话语在建构和引导社会变迁中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超越“明镜”与“明灯”的二元对立

（一）从反映论的角度出发

从反映论的角度出发，人的认识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映射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媒体传播，特别是新闻传播，鲜明地体现着“事实第一性、报道第二性”的特征。在新闻传播中，真实准确是其生命力所在，人们收受新闻传播，把它作为生活的百科全书，一方面了解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另一方面获取生活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


 在一般语境下，媒体反映论具有较为广泛的适应性。新闻媒体强调新闻真实，新闻媒体话语所体现的新闻真实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新闻话语涉及的人物、事件、数字、思想观点等都必须是准确可靠的，引用的资料、背景材料同样准确可靠；二是指准确地报道全面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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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闻媒体话语追求新闻真实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不仅把具体事实符合实际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把反映事实的真相作为话语表达的目标。

不论是对于单一的现象，还是对于复杂的现象，媒体话语都注重通过全面系统的考察，对客观事实进行准确的概述，从而给受众提供对客观事实和社会实践的准确认识。媒体话语的意义也许会超越对客观事实或社会实践本身的陈述，但是其基本目标是如实地反映其面貌，再现客观事实或社会实践中的关联性内容。在专制时期或高语境文化中，媒体话语更强调以隐蔽的话外之音来传达丰富的言外之意。换而言之，媒体话语会溢出于客观事实或社会实践，透露出公共话语之外的复杂含义。而这种复杂含义并不是每个公众都可以领会的，而是需要与话语表达者共同的知识经验或知识结构，才能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话语传播效果。

媒体话语反映社会实践和客观事实的基本手法主要表现为：其一，描述社会实践的细节，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人物、事件、环境做出具体的描绘，即再现社会实践的语境。其二，置身于社会实践之中，准确地表达作为参与者的体验以及对事实的判断，表达参与者观察的结果。观察陈述是否规范准确，直接决定观察结果是否真实准确。描述社会实践或是表达观察结果，需要传播者使用与受众统一的公共性话语或陈述框架。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实践或新闻现象，有时候并没有现成的专业术语（或科学术语）、符号（语言或其他符号）对应于某一社会实践或新闻现象，于是，新闻媒体在率先向社会表达时，被赋予了一种权力，或者说是话语权，即用准确形象的表述来命名新事物。主流媒体在为新事物、新现象赋名中具有比一般媒体更强大的话语权，一旦这种话语表述为大众接受，就会广为流传；一旦为更多媒体转发并形成传播高峰，就成为了媒体流行语。

媒体话语表达观察陈述及观察结果，其追求的目标就是给受众以“现场感”。现场感是社会实践和新闻事件的客观现场在传播者和受众心里引起的主观感受。传播者通过新闻话语———文本、声音、图像等，把他在社会实践或新闻事件现场所观察到的事实及现场感受传达给受众，进而引起他们的共鸣，并且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受众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临其境。

（二）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

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话语分析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非批判的”方法，另一种是“批判的”方法。 “非批判的”方法，其代表包括英国学者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他们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了话语对态度和行为的建构；还有美国学者威廉姆·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大卫·范歇尔（David Fanshel），他们将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从精神疗法中的话语分析入手研究了话语风格；以及英国学者约翰·麦克哈迪·辛克莱（John McHardy Sinclair）与马尔考姆·库尔萨德（Malcolm Coulthard），他们通过对课堂会话结构模式的分析，致力于建立普遍的描述性体系。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梳理话语内容对于外在环境的表达规则，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话语的客观性。

另一种是“批判的”方法，其代表包括法国话语分析学者米歇尔·佩奇尤克斯（Michael Pecheux），他强调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复杂统一体，政治话语是对这一复杂统一体的表现，话语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物质形式。批判的话语分析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克拉夫，他以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搭建起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批判的话语分析强调的是话语的建构性功能。人们使用语言，总是要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表达某种情感，或者实现某种意图，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会以直截了当或委婉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在特定语境下，这种话语功能通过对社会实践的建构得以完成。从媒体话语的生产者或是媒体话语的解读者来
 看，媒体话语的意义确实是媒体话语生产者（即媒体人）与受众互动的结果，是二者对媒体话语文本共同进行的建构。媒体人依据自己的意图或模式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改造、加工，以独特的方式叙述事实；受众依据自己的经验来解读媒体话语，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建构话语意义、重塑事实。

（三）媒体话语的二重性

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论”古已有之，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17世纪的笛卡尔，他们都是坚定的二元论支持者。二元论把物质的派生物———精神当作完全脱离物质而独立的东西，因而不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本源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媒体话语功能研究中，二元论占据上风。1984年法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社会的结构》一书出版，从人类社会实践出发考察了行动与结构及二者间的关系，把行动和结构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从而建立了结构二重性理论。受吉登斯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力图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布尔迪厄反对在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结构与行动等二元论范式中寻求社会所在。他反对将社会看作实体性的物质结构，认为社会结构是不能够被感知的；他反对将社会看作呈现于主体性感悟中的表象和意志，认为社会是呈现在主体性的感悟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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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的就职典礼演讲中指出：历史既存在于身体中，又存在于物事中；或者说既存在于习性中，又存在于场域中，既存在于心智图式中，又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布尔迪厄认为社会是实践者及其文化共同作用而成的有机生命体。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实践是社会结构、人们意向和个体行为交互作用之下构成的。在这一交互中，社会结构与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种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它们形成了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实践所构成。有学者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出发，把布尔迪厄的这种观点称为“二重性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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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尔迪厄的“二重性社会观”对于重新认识媒体话语的二元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媒体话语的反映论和建构论，前者把社会实践仅仅看作构成性的，后者则把社会实践看作被构成性的。然而，社会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人与文化的互动中、创造中。布尔迪厄把这种互动和创造称之为“习性”，即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种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创造意义。习性既是主体间性的，又是行动中的个人构成性的，这一体系既客观，又主观。运用习性这样一个概念，使得布尔迪厄能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是客观上同等的、有规律的东西，然而它又不是规则的产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来分析。

从布尔迪厄的“二重性社会观”出发，不难认识到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再现与“明灯”式指引，并不是完全独立、不可交融的。媒体话语既具有主体性，也具有客体性，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结果。因此，反映论与建构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在人类的话语实践中不断地交织在一起，媒体话语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它的世界。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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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媒体话语来说，是“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表明，媒体话语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属人的，脱离了社会实践的媒体话语必然是无本之木； “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表明，人们的话语实践又具有受动性和客观性。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使动性和制约性由此成为理解媒体话语二重性的关键。对媒体话语的二重性的分析，主旨并不在于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等各类范式的整合，媒体话语实践实质上是隐含于社会秩序之中的话语秩序的运用，从这一意义来看，媒体话语的二重性根源于实践活动的二重性。首先，媒体话语表达的领域是受到社会实践限制的；其次，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既是对媒体话语的限制，同时也是对媒体话语的促进。媒体话语的起点，是被生产的社会实践，它既建构着媒体话语主体，又建构着社会结构的根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也认识到话语建构知识课题、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
 
(30)



媒体话语的二重性充分显示了话语的中介性和条件性，它既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又是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条件和中介，这就要求人们从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媒体话语。媒体话语的主体———传播者和受众———正是通过反复创造媒体话语、不断传播媒体话语这一方式，来反映社会实践本身；同时，传播者又借助媒体话语实践，再生产出使媒体话语实践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媒体话语二重性超越了反映论和建构论的局限，以更宏阔的视野提供了人类话语实践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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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明镜”式再现

媒体话语是感知社会变迁的皮肤。主流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再现，是映射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它能够敏锐地呈现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及时再现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细微变化。从话语文本层面来看，媒体话语是对过去所发生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事件的“明镜”式再现，新闻传播者作为具有传播价值的社会实践的见证者，通过话题设置、主题表达和话语风格选择等方式，把社会实践中具有典型价值的事实呈现为新闻话语，在受众收受新闻话语的过程中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对社会结构进行重新审视，由此体现出主流媒体话语功能的二重性。本研究以2003—2012十年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中国主流媒体年度流行语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它们在文本中表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探寻主流媒体话语对这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

第一节　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再现

一、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

（一）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的内容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也是国内最著名的综合性新闻信息服务平台之一。1993年，新华社总编室首次组织评选年度十大新闻，这是国内新闻传播机构最早开展的年度新闻评选。这一做法很快被国内多家媒体效仿，纷纷在每年年底对本年度重大政治、经济、军事
 及社会新闻进行概括性总结。新闻就是历史的脚本，年度十大新闻以其事实准确、事件重大、影响广泛，成为记录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尺。

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由新华社总编室组织成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评选产生，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资深记者、优秀编辑以及部分社领导。每年年末，委员会经讨论提交一个十大新闻的备选清单，然后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新闻从业者的意见，从备选清单中推选产生年度十大国内和国际新闻。年度十大新闻综合体现着评选机构的新闻价值观、新闻市场判断，新华社因为国家通讯社的特殊性质，其评选发布的十大新闻也代表着主流新闻机构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特征。

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突出体现着主流媒体话语的四大功能：发布主流信息，提供重大新闻报道；负载主流价值，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主流人群，掌控话语权；塑造党和政府形象，提升党和政府的美誉度。

本研究考察了2003—2012年度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发现十大国内新闻集中于八个新闻主题（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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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报道主题分布图

（1）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如2009年全方位外交再上新台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及阅兵仪式、群众游行，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
 亥革命100周年，2012年中国切实保护南海东海海洋权益，等等。

（2）会议报道。包括每年3月召开的“两会” （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十八大完成换届新目标，等等。

（3）新政新规。指新制定或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组织管理条例。如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选举法修改，取消城乡差别实现“同票同权”；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等等。

（4）成就报道。包括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成就。如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2008年中国人首次实现太空漫步，2009年经济率先回升向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2010年“天河一号”成为全球最快计算机，中国首艘航母正式交付海军，等等。

（5）民族关系／两岸关系。指西藏新疆地区问题以及台港澳地区政策及发展，如2006年两岸经贸论坛在京举行，2008年海峡两岸基本实现直接“三通”，2008年拉萨发生“3·14”事件，2009年平息乌鲁木齐“7·5”事件，等等。

（6）突发灾难。指突发性的天灾，如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重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敲响生态警钟，2008年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2008年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等等。

（7）事故报道。指人为造成的灾难，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引起社会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2011年甬温线列车追尾伤亡严重，等等。

（8）政治性负面报道。如2012年薄熙来受查处、王立军被判刑，2006年陈良宇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等等。

十大新闻中有些新闻的主题具有多义性，可以归于多个类别的主题，如“2003年新中国历史上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这条新闻既可归于会议主题，也可归于新政新规主题。对于此类新闻，这里依据其表述归类于话语显性内容最明确、突出的主题，即会议主题。


 （二）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主题分析

从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报道主题的分布情况来看，成就报道数量最高，占十大新闻总量的四分之一，政治性负面报道数量最低，仅为3 % 。中国新闻文化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传统文化，以宗法人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 “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所谓‘不知不识，顺帝之则’， ‘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1)

 。这种观念进而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宇宙观反映在文化心态方面是乐感心态，即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而得到最大快乐，也就是人生极致。乐感心态体现于新闻文化中，就是“喜鹊文化”，表现为注重对社会成就的渲染、强调正能量和鼓劲的报道。与“喜鹊文化”相对应的是“乌鸦文化”，侧重挖掘批评性报道，揭露社会阴暗面。

十年中，政治性负面报道仅有3条，分别是：一批审计案件曝光并被查处（2004年），陈良宇因严重违纪被立案检查（2006年），薄熙来受查处王立军被判刑（2012年）。中国传统新闻文化认为：负面新闻会产生负面效果，大量报道负面新闻，会使民众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党的高级干部的负面报道，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基于这一传统，在这十年中，政治性负面报道相对较少。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在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 …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习近平新政以反腐破局，从制订改进党的作风的“八项规定”入手，陆续查处多起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以警示和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在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称为“三严三实”讲话）的要求，增强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据中纪委官员透露，截至2015年7月底，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已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收缴了201亿元的违纪所得，已有17名高级官员被立案审查。
 
(2)

 2013年以后，新华社每年十大国内新闻中均有关于腐败的负面新闻，从数量上来看，总量占比远远高于2003—2012年，这是新闻文化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二、新政新规报道

（一）宏观呈现中国经济的发展

2003—2012年的十年中，报道总量仅次于成就报道的就是关于新政策、新法规的报道。在100条新闻中，新政新规报道达20条，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其中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最多，占新政新规报道的三分之一。20条新规新政的报道，客观上说明十年中国家机器不断运用权威方式，以强制性手段，通过调控激励来促动社会变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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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的“新政新规”内容列表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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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新规颁布的高峰主要出现于2004年（5条），这一阶段正是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变革的历史阶段，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从国际局势来看，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遭到挫折，中国经济却一路狂飙突进。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的十年，也是中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参与全球化的十年。在这个历史时期，农村人口红利的溢出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企解除社会责任成为经济主体后，从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发动机；中央地方分税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力，并为1998年后的“黄金十年”准备了政治条件； WTO体系则让中国拿到了全球化通行证，促动中国的海外出口。最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和中国政府出台各项促发展政策及法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发动机，保障了中国经济多年GDP以两位数增长，国家经济总量在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直逼美国。经济增长是当代世界的最高信条，是缓解冲突之痛的灵丹妙药，似乎也是政府对无限进步的美好承诺。

1998—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呈倒V字形，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后的2005年是倒V字转型的节点。2004年的“郎顾公案”拉开了改革之争，这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在上海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
 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以格林柯尔公司老板顾雏军
 
(3)

 为例，揭露管理层收购式的国企产权改革背后的黑幕，认为这一手法正在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郎咸平揭露顾雏军的“秘密”就是把国内上市公司科龙电器当作“提款机”，并通过假账来维持科龙电器的利润增长。这种点名批评的方式招来了顾雏军的激烈反击，顾雏军不惜放出狠话威胁郎咸平的人身安全。其后，郎咸平专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后众多媒体纷纷报道顾雏军对于郎咸平人身安全的威胁，吴敬琏等学者介入并表达了对郎咸平的支持，顾雏军被推至风口浪尖。 《北京晨报》刊发评论《为何经济学界集体失语？ 》，将这一事件称为“郎顾公案”。郎咸平的观点甫一刊出，举国哗然，继而引发报纸、公众以及经济学界持续两个月的一场大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公众最关心两个问题：管理层收购和产权交易中的国资流失。
 
(4)

 9月29日， 《人民日报》6版刊登署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的长篇文章《坚持国企改革方向　规范推进国企改制》，文章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要急于实施管理层收购和控股，因为环境和条件在中国尚不具备。在2004年的特定语境下，在媒体和众多经济学家的广泛介入下，郎顾的个人争执演变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派与反对派之争。国企改革的争论，继而上升为2005年冬爆发的“北京共识”
 
(5)

 与“华盛顿共识”
 
(6)

 的对峙，产权改革派被划入了“华盛顿共识”阵营，反产权改革派划入“北京共识”派。 “郎顾公案”引发的大讨论，把国企改革问题从技术层面转移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转换为是否继续改革的问题。

2004年新政新规频出（图42），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司法等多个层面，客观上导致社会利益的再分配。2004年若干新政新规的出台，实质上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先兆，2005年中国经济由上升转为下降，中国社会也由此步入社会矛盾多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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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新政新规”报道量分布图

新政新规出现的次高峰是2007年（4条）、2009年（3条）和2011年（3条）。200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保障民生的政策，力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夯实基础，但是民生政策需要财力的支持。2008年西方世界全面爆发金融危机，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变迁的负面效应日趋鲜明地暴露出来，如自然环境恶化、工业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转型等，这些问题广泛而深刻地削减着人们的“幸福感”，2009—2012年间出台的新政新规，明显聚力于保障民生，防止社会贫富急剧分化，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

在20条新政新规报道中，内容最多的是保障民生的政策法规，占新政新规报道的30 %（6条），其次是涉及立法的，占总量的25 %（5条）。数据详见图43。其中，保障民生的新政新规主要出现于2007、2009、2011年。从2005年开始，中央提出了“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和环境代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三高两低”问题极为突出。在这一背景下，推进新型工业化，努力实现由单
 纯追求经济增长向科学发展转变；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增强发展协调性，重点处理好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与提高发展质量的关系、追求当前利益与谋划长远发展的关系，不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一发展思路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得以全面体现， “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07年以后， “保民生促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围绕着这条发展主线，一是以保障民生为主旨的新政新规密集出台，二是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从国家层面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一系列应对气候和环境恶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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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新政新规”报道分类图

十年中，新政新规频频出台，令人目不暇接。主流媒体话语客观呈现了社会实践中的这些新事物，如明镜般记录了这十年政策指向的两个阶段：前半段新政新规的主要意义在于刺激经济发展；后半段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民生促进发展。

（二）客观呈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虞效应”

在话语建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话语实现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后果。每一个新政策和新法规的颁布，都有其特殊的语境，人们在建构其意义的过程中，如果对新政新规出台的背景和预期效果不尽了然的话，其实
 现效果会大打折扣，并可能出现“不虞效应”
 
(7)

 。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幸福》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 mpirical Evidence）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有人称之为“财富悖论”，Paradox of Peraperity）。伊斯特林发现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都出现过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不一致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伊斯特林提出这一悖论后，引起了很多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关于“伊斯特林悖论”也出现了多种理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忽视变量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在发展中有两种要素，一是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要素，二是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等。如果社会在发展中仅关注经济要素，忽略那些影响幸福的非经济要素，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要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要素带来的正面作用，当这些非经济要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要素呈负相关时，就出现了收入增加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伊斯特林悖论”。换而言之，当一个社会只顾物质利益，可能导致经济利益至上的社会发展路径对于幸福感满足的社会发展路径的偏离，当收入增长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仍然以GDP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时，国民幸福指数也就难以得到提升。

伊斯特林领导的研究小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平均消费水平按美元计算已经至少翻了4倍，但是中国人并未感觉幸福感增强。综合盖洛普调查、皮尤调查和其他权威调查的不同数据，众多研究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00年初一直在下降，期间虽然有所回转但总体依然呈现下滑趋势。
 
(8)

 2014年9月16日，盖洛普公司发布了2009—2014年全球135个国家人口幸福感的调查，这项调查对全球135个国家13．3万名年龄在15岁以上的人进行电话或面对面采访，涉及受访者生活中五个方面的因素：目的感（满足感）、社会关系、社区、财务状况和体力，幸福感排名是这五个方面因素的综合。在135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中，中美洲小国巴拿马高居榜首，美国排名第12，印度第71名，中国排第90，叙利亚和阿富汗排名垫底。调查认为，中国人有钱但不幸福。
 
(9)

 在调查中，尽管中国综合排名靠后，但在经济状况的单项排名中，中国领先很多亚洲邻国，其中25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好转，而在人们每天生活的满足感方面，仅9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状况在改善，认为恶化的超过1／3。

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政策，都有可能产生“不虞效应”，凡有所作为，如果控制不当，必然适得其反。因此，任何一个决策都不是孤立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带来环境的负面后果，如果无法综合考量政策对社会的多方面效应，就有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胡锦涛总书记于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写入党章，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虞效应”的基础上提出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十年来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的话语文本来看，十大新闻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呈现的进步，客观地表现了社会系统所发生的非重复性改变。如果把中国社会当作一个不断生长、壮大的“有机体”的话，显然，中国的肉体（物质力量）越来越强大，而肉体的强壮激发了它对于精神（文化精神）重塑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中国人物质上富足、幸福感不足的根源。

第二节　主流媒体流行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再现

一、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

（一）流行语调查

中国对于流行语的调查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具体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前网络时代，二是网络时代。1993年《大学生》杂志社发起“1993年大众流行语评选活动”，由读者通过信件方式进行评选，这既是前网络时代流行语调查的开端，也是前网络时代流行语调查的典范。流行语调查的网络时代始于2002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布的“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调查结果，这是全国青年网民在网上参与投票评选的。由此可见，流行语的出现、调查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

2002年，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研究所“DCC （动态流通语料库）博士研究室”开始发布“中国报纸十大流行语”；自2003年开始，一年两次分别发布春夏和年度流行语。以此为基础，教育部成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以国内主流媒体及网络媒体的流通语料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动态加工分析，提取并发布“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2006年，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下属的平面媒体语言分中心首次和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联合进行了流行语的提取；2007年，平面媒体语言（北京语言大学）、有声媒体语言（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媒体语言（华中师范大学）三个分中心联合提取流行语，发布“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2011、2012年三个分中心联合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汉语盘点”活动，发布年度主流媒体流行语、年度新词语、年
 度字词等。2013年，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文信息学会4家机构联合发布了2013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同时，每年度的主流媒体流行语发布包含综合类、时政类、经济类、科技类、文化类、专题类等类别的流行语。目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被国内语言学界公认为最科学、最权威、影响最大的流行语调查。

2006年度至今，新华社年终特稿中增加一个新的项目“年度热词”。这些“流行语”或“热词”是语言编码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表达，通过大众传媒的放大，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创造并持续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生态。国家通讯社的流行语发布，属于媒体机构独立发布年度流行语的典范，也显示了流行语在人们日常生活、新闻传播中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国外近年来对流行语的追踪，以美国全球语言监测机构（简称GLM ）逐年发布的年度热词最令人瞩目。从2000年开始，G L M以网络词语频度为选择标准发布年度热词（英语词汇），并且被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及34家西方主流报纸、电视媒体转发。2008年以来，牛津大学出版社逐年发布年度新词热词，凭借创新的在线更新网络热词功能及个性化的细胞词库，呈现该年度语言生活中的新鲜现象。

显而易见，21世纪以来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流行语的发展和研究，流行语的统计发布范围逐渐扩大，周期逐步缩短，分类愈来愈细致。

（二）流行语研究

中国对流行语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较早研究流行语的论文是张润北的《浅谈日本的流行语》
 
(10)

 （1982）。此文对日本的流行语进行了分类，按照流行语的载体和主要使用人群将其分为：硬派流行语、软派流行语和广告流行语，并分析了流行语的造词方法。这篇论文为此后近十年中国的流行语研究划定了研究范围和主要的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后，在流行语调查的前网络时代，国内流行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青年使用的流行词汇。胡明扬、张莹的《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 （1990）一文提出了流行语的特点和定义。90年代末期语言学界对流行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流行语的特点、流行条件、构词方法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并采用社会调查来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流行语方面的辞书，如熊忠武主编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词典》（1992），郭大松、陈海主编的《五十年流行词语》 （1999），等等。90年代后期，孙曼均的《城市流行语及其社会文化分析》（1996），夏丽虹的《就流行语看语言的创意性与趋同性》（1999），钱莲生、刘玉杰《流行语与新闻标题》
 
(11)

 （1999）等论文，开始从多个角度开展研究，挖掘流行语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新闻传播的关系。这些成果显示出流行语现象研究出现了跨学科的视角。

新世纪以来，流行语调查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在中国逐渐普及，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骤增，网络流行语在人们语言生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也促动了流行语的更新与变化。这一时期里，研究者开始关注流行语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即流行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变迁。2005年刘丽英的《当代社会流行语及其文化心理分析》
 
(12)

 、吴艳的《流行语的生成方式及社会文化、心理透视》
 
(13)

 ，逐步探入流行语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底蕴和心理因素。这种研究也促动流行语流行机制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2010年夏中华的《关于流行语流行的基本理据的探讨———基于近三十年汉语流行语的考察与分析》
 
(14)

 ，指出流行语的产生既受到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也折射出特定社会发展的轨迹。流行语反映着人们的审美体验和心理特征，流行语得以“流行”，是因为它们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含量比词汇中的其他成分要丰富得多。


 总的来看，21世纪以来在流行语本体研究方面，缺乏对流行语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的研究。迄今为止，除了一些对流行语进行阐释的论著或词典，如《流行词语看中国———1978—2008》
 
(15)

 等，未见到有分量、有深度的流行语研究专著。在流行语的延伸性研究方面，研究者大多拘泥于流行语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系分析，对于流行语与社会互动层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如流行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流行语与社会舆论的关系等。当前，对流行语的研究迫切需要超越语言应用的浅表层面，逐步走向社会舆论、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等更深层面。

（三）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既包括传统媒体———主流报纸和广播、电视中使用的流行语料，也包括新媒体———新浪网、腾讯新闻网中出现的语料，是依赖大规模动态流通语料库以及计算机统计手段获取的。流行语作为一种变化的符号表征，出现频率高，真实地反映着当代社会与人们文化心态的变化。“从流行词语的变化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脉络，是一种从生活细节中探求重大历史变化的角度，是一个我们一直在选择的靠近真实中国的视角。”
 
(16)



对“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进行深入分析，从研究对象本身来看，它来源于新闻媒体，涉及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现象与问题，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真实反映并高度概括每一年度国内政策举措、重大事件、流行文化；它来源于主流媒体，也折射着中国主流媒体中隐含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特定角度表达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对十年中主流媒体流行语进行研究，能够追踪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方向，揭示社会各领域的种种变迁。2003—2012十年中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的显性内容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其隐含内容反映着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走向的变化，十年的流行语是映射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以及中国社会改革路径的重要参照系之一。




二、2003—2012年“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综合类分析

（一）主流媒体流行语分布情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媒体流行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时尚符号，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作为一种流变的语言符号，主流媒体流行语体现着不同时期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和核心价值，它不但要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而且承担着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弘扬正能量体现主旋律。主流媒体流行语是官方话语场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要工具，既传播着国家和民族层面的重要信息，又追随着大众关注的视线（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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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2003—2012年“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综合类


 中国主流媒体年度流行语是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中提取的，内容包括平面媒体语言分中心的报纸语料库、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的有声语料库以及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的网络新闻。这些语料由平面媒体语言分中心进行整合、汇总，通过计算机处理，提取出高频词，并对其使用频率进行追踪分析，最后经过人工分类提取而成。主流媒体在重要信息的传播中拥有话语权，无论是政令的发布，还是政策的宣传，或者是重大事件的报道，显然比其他媒体拥有更强的权威性、说服力。

以2003—2012十年中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综合类为研究对象，就其呈现的事件类型来说，可分为三类：中国事件的流行语（包括中外国际关系）、外国事件的流行语、全球性事件的流行语（包括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气候变化等） （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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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2003—2012年“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综合类内容分布图

从图44看来，主流媒体流行语涉及的事件出现了“一升一降”：对于外国和全球性事件的关注度日渐提升，国内事件相关的流行语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一升一降”显示的是中国主流媒体对于国际事务关注度的变化趋势。由于主流媒体的重要功能在于发布政令、宣传政策以及报道重大事件，因此，主流媒体关于国际事务的流行语数量的增长，也显示着中国政府对于国际事务参与度的提升。

主流媒体流行语关于全球性事务流行语的高峰出现于2009年，甲流、气候变化、G20峰会三个流行语分别涉及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经济和政治，
 均涉及全球治理主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多个国家受其影响国内危机频发，而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8 %以上的增长率。在西方多国自顾不暇，对于全球事务疏于应对之际，很多国际性组织转而把目光投向中国，期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与此相应的是，中国政府也表现出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在解决了自己发展的问题之后，中国需要向世界传播价值观、扩展影响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不足3 000万，中国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关注， “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 “中国道路”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中广为流行。美国《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认为，金融危机重创全球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重要考验。但是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许多经验值得西方学习，比如在金融监管问题上中国一贯采取保守态度，抵制西方要求效仿其银行和资本市场运作模式，奉行银行应是实体经济的“推动者”而不是完全独立的财富创造者这一原则，从而抑制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其独特性，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的，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背后务实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根据自身国情探寻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
 
(17)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 “从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讲，与中国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
 
(18)

 。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再度上升，中国主流媒体也显示出对国际事务日渐增长的关注度。

（二）主流媒体流行语与网络流行语比较

一个词语通过媒体传播而广泛流行，并在一个时期被大众经常使用，一般源于两种情况：一是发生了重大事件或出现了新生事物；二是事物或事件经过多年的积累和酝酿，自身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主流媒体流行语和网络流行语的出现，都属于这两类情况。

在2003—2012年“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综合类流行语中，来源于重大事件的流行语占2003—2012年流行语总量的41 % ；占近五年中（2008—2012年）流行语总量的44 % ，在流行语的七类来源中占据绝对优势。主流媒体流行语第二大来源是政策口号，主流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发布主流新闻，提供重大新闻报道”， “负载主流价值，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官方政策以及国家目标都是媒体话语的重要内容（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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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2008—2012年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来源分析图

200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推广普及，网络流行语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并成为人们语言生活中的一种新现象。根据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我国网民中接入宽带比例为84．7 % ，宽带网民数量已达到2．14亿，宽带网民规模为世界第一；我国“．cn”域名注册量也以1 218．8万个超过德国“．de”域名，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上述三项重大突破初步显示中国已成为互联网大国，互联网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领域中影响巨大的、最具发展
 潜力的“第一媒体”。
 
(19)

 2008年网络流行语也成为中国人语言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流行语。

2008—2012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表43），呈现出与主流媒体流行语表现出明显差异：第一，表现形式上，网络流行语形式多样、个性化色彩鲜明而主流媒体流行语形式简洁、规范。第二，内容侧重上，网络流行语侧重社会生活和娱乐领域，而主流媒体流行语侧重国家主题与政治元素。第三，立场倾向上，网络流行语主观色彩浓，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风格，意义指向多元，而主流媒体流行语表达客观中性，强调正能量，意义指向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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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2008—2012年十大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建构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无论是从字义内容上，还是从字符形式上，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幽默的表达、嘲谑的风格，常常令人心领神会、恍然大悟，获得语言表达上的快感与乐趣。同时，也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民众的利益诉求。网络流行语有的来自于语言中音位的自由变体，如“蓝瘦，香菇” （难受，想哭）；有的源于热播剧，如“洪荒之力” （电视连续剧《花千骨》）。网络流行语还呈现出中西合璧、东西交融的征象，如来自英语的“hold住”，来自日语的“萌萌哒” “给力”等。有些中国的网络流行语被翻译成英语后，竟成为固定的语汇，比如美国的俚语词典2014年新增词条“no zuo no die” （不作就不会死）、 “gelivable” （给力）。

在2008—2012五年的主流媒体流行语中，源于网络用语的流行语从2010年开始出现，并呈稳定的增长趋势。这类流行语如2010年“给力”、2012年“正能量”、2013年“土豪”，出现频率呈现加快之势。“给力”同时登上了2010年主流媒体流行语和网络十大流行语，据说是源自中文配音版本的日本搞笑动画《西游记：旅程的终点》。故事一开始，师徒历经磨难到达天竺后，却发现所谓天竺只有面小旗子，上书“天竺”二字。悟空不无抱怨地说： “这就是天竺吗，不给力啊老湿。”所谓“不给力”，就是形容和自己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而“给力”就是有作用、给劲、带劲的意思。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由于与球场的氛围相合， “给力”一词迅速成为网络热门词汇。 “gelivable”这一由“给力”生造出来的英文词汇也开始走红。11月10日， “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被普遍认为是网络语言“转正”的标志，或者可以说是主流媒体话语向网络话语靠近的标志。

新华社副总编辑解国记曾提出，中国存在着三个舆论场：主流媒体舆论场、互联网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主流媒体舆论场以政党政府色彩浓郁的主流媒体为依托，话语风格生硬枯燥，模式化、单一化，多响亮的语句或标志性口号，多综述性语言，多概括性词汇，多宏大叙事。网上舆论场以微博、微信、论坛等为依托，话语风格轻松活泼，新词新语层出不穷，多极端化表述。民间舆论场以公众街谈巷议、口头传播为主，话语风格紧贴日常生活，浅显直白，多俚语俗语。三个舆论场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关注主题有重合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三个舆论场在价值观念上也有差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贴合度也有差异。如果主流媒体话语风格不接近公众生活，主流媒体在中国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将逐渐丧失。打通三个舆论场，构建更加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舆论引导规律的主流媒体话语表达，是主流媒体靠近党心民意的唯一路径。


 2009年人民日报第13次改版，着力打造的《观点》版增加了《求证》 《视点》 《深阅读》等栏目，力图构建更加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舆论引导规律的传播体系，期望打通两个舆论场。张研农说： “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舆论场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有失偏颇… …人民日报正在努力寻求党心与民意间的‘最大公约数’。”
 
(20)

 在主流媒体舆论场与互联网舆论场、民间舆论场的互动中，主流媒体要发出先声、主动作为，这是主流媒体的独特地位决定的，但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支撑，这种理念即恒定的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这种理念的背后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有数千年承袭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主流媒体以网络用语为话语来源，实质上体现了主动与民间舆论场融合的态度。使用网民熟悉的表达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观点意见，求得网民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主流媒体话语的建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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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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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明灯”式指引

媒体话语既是传播者的个体言说，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机构性的特定形式的社会活动。媒体话语展示着语言致力于解决的两个问题，即媒体和语言的两个进路：实用的进路和意识形态的进路。前者在面对价值时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展示“世界中的存在”），后者则不然（展示的是“头脑中的存在”）。从新闻话语角度出发来观察主流媒体话语表达，更能发现主流媒体的隐含观点和意识形态。新闻话语直接与社会实践和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又间接地与新闻媒体的组织架构、宏观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从新闻生产层面来看，主流媒体话语特别是新闻话语的建构色彩更加凸显，新闻生产模式和外部新闻源，甚至对文献的依赖导致了主流媒体传播者带着主流媒体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来描绘客观世界。本研究选择2003—2012年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和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成就报道及灾难新闻报道，进行考察分析，揭示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明灯”式指引。

第一节　成就报道话语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建构

一、成就报道的社会价值

（一）成就报道以反映社会公共价值为目标

成就报道是指反映新近出现的有关社会发展建设的新思想、新举措、新成就的报道形式。成就报道是中国主流媒体，特别是政党机关报、国家媒体的重
 要报道体裁，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社会生产和建设各领域的展现。主流媒体是通过成就报道来建构社会主流价值、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开展成就报道，是中国主流媒体正面宣传政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正向发展、发挥官方媒体喉舌功能的重要方式。

成就报道的突出特点在于，在对客观事实的再现中赋予其政治印记和宣传寓意。换而言之，成就报道与生俱来便带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胎记”。在西方，成就报道归属于政治传播领域，美国传播学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提出： “政治传播涵盖了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动者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所有非政治行动者，例如选民及报纸评论员对政治行动者做出的活动；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及政治讨论。”
 
(1)

 在涉及政治活动的宣传和报道中，西方新闻媒体放下了客观、中立的新闻理念，为政党政治观念鼓吹、为统治阶级利益呐喊，媒体话语背后深藏着政党活动、政治宣传的本质。在中国，成就报道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与新闻传播的结合体，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里经济、政治、文化方针的反映，重在表现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成就和社会发展。可以说，无论在中西方，成就报道都是带着政治目的的传播，属于宣传范畴。宣传源于政党的产生，从政党诞生起宣传就开始为其服务。随着政党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宣传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成就报道的功能在于帮助受众建立信心，树立先进人物典型，创造正面舆论氛围，增强自豪感、成就感、满足感，这一功能和作用是其他报道形式无法替代的。具体而言，成就报道通过新闻传播的形式，生动诠释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树立政党和政府的正面形象，纪录社会发展成就，介绍各领域成功经验，引导社会舆论良性发展。成就报道不仅具有新闻传播功能，而且兼具宣传功能。优秀的成就报道，是以用事实说话的新闻传播形式，实现无形的宣传目的。


 成就报道的落脚点在于让受众从社会发展的事实中获得机遇、福利及认同感。
 
(2)

 虽然成就报道回顾或反映的是具有社会公共价值的建设成就、文化成果及其他反映社会进步的现象，但是这些成就或现象最终表现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社会环境效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越是宏大的主题，越是突出的成就，越应该结合普通百姓的生活，越应该以小的切口落在实处。

（二）成就报道存在的问题

成就报道往往涉及重大题材，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密切相关。由于一些成就报道篇幅宏大，话语概括性强，因而被认为“面孔生硬、调门偏高”。虽然成就报道是主流媒体的“重头戏” “家常菜”，但往往“古板” “老套”，如节庆特刊板块、 “十一五”成就综述、科技进步回顾等。过去，一些成就报道出现了观点大于事实、宣传压倒新闻的情况；一些成就报道看上去主题明确实际上流于形式，长篇累牍却空无一物，显得“假大空”。

究其根源，在于对成就报道观念的偏差。其一，认为成就报道的目的是宣传政绩，为此将报道视角对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时常采用政务经验叙事角度，以“振奋精神” “跨越发展”及“宝贵经验”来报道；其二，忽视成就报道的主体———社会实践中的普通人，对于工作中具有感染力的先进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物鲜有问津，报道内容脱离了个体的经验世界，显得空泛而不接地气；其三，信息表述模式化、单一化，往往依靠汇报材料、统计数据来凑字数，远离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其四，成就报道策划过度，为了应对政党或政府重大宣传任务，在特定节点、特定领域或特定行业刻意寻找成就典型、选树榜样，导致成就报道浮于表面，缺乏对成就的理论提升和精神把握。
 
(3)

 例如，每年年终备受关注的GDP报道，多次出现地方GDP总和超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数字的现象。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细心的媒体发现，各省发布的2012年GDP相加总和一如往昔，大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数字。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2012年初步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中国广播网，20120504）

上述报道用数字说话，客观批评了各省在年终成就总结中放大成就、浮夸宣传的做法。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央广经济之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成就总结应实事求是，否则将失去民心；成就报道要真实可靠，否则会失去公信力。

（三）成就报道建构正面导向的重要方式

当前，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移动阅读成为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微媒体成为人们经常接触的媒体，碎片化阅读也对新闻媒体提出了特殊的挑战。成就报道应结合社会形势的变化，探索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方面发展情况，适应受众变化的信息需求的新的报道方式。

成就报道所反映的具有社会公共价值的建设成就、文化成果及其他积极现象，不是虚空的，而是扎扎实实地表现在个人身上的。换句话说，成就报道的社会公共价值是通过个体价值得以彰显的，真实可感的个体或具有典型性的事件，更具有导向和濡染作用。将这一理念落在实处的具体方式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成就报道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媒体传播让受众感受到社会成就对自己或与自己类似的普通人的惠泽或影响。成就报道要善于从受众身边的细微现象中找素材，把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变化投射于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二，成就报道要善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用直观可感的客观发展讲述故事。其三，成就报道可从小切口入手反映大主题，站在一个地方观察整个中国的变化，把抽象的社会进步变成具体、实在的经历和感受。


 第1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是一篇既“好看”又“重大”的成就报道。

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

从昨天起，昆山31万多农民也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刷卡”看病了！

昨天，该市7个行政村发放点的上千名老百姓都领到了一本墨绿色的《昆山市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和一张IC卡。此举标志着昆山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开始进入全面运作阶段。凭着这张IC卡，昆山的农村居民在该市的任何一个医保定点医疗单位都可以自由“刷卡”就医。根据该市的具体实施办法，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只要缴纳50元，如果不幸遭遇大病，最高可以得到近1100倍的补偿，也就是说，最高可以报销到接近55000元！

昨天下午，在该市周市镇市北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村民张燕君拿着刚刚领到的医保IC卡开始了自己70岁生涯中的第一次“刷卡”看病经历。经过一番“望闻问切”，社区医生给她开具处方，一盒是感冒清胶囊，一盒是珍菊降压片。收银处是一套崭新的电脑设备，输入处方，卡一刷，随即打出一张清单，显示划卡消费9．5元，卡上余额140．5元。老太太开心得合不拢嘴： “没想到政府为我伲老百姓考虑得这么周到，送钱给我伲看毛病！ ”

根据昆山的农村医保施行办法，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200元，这个标准目前是全国最高的，其中市镇两级财政各补贴65元，村集体补贴20元，农民自己支付50元，今年该市财政将拿出6000万元用于医保补贴。

据悉，昆山农村医保覆盖包括居住在农村的小城镇户口，其中16岁以下的儿童4．3万多人，17岁到60岁的18．9万多人，60岁以上老人7．7万多人。另外还有6000多名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农村低保人口，均采取倾斜政策，不用缴纳一分钱，无门槛进入这个保障体系。为60岁
 以上的老人建立个人账户，由保险基金每年自动注入150元。

昆山医保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昆山的农村医保，除了筹资标准低于城镇职工，因而报销补偿的具体数额不一样外，在运作管理模式上已经与城镇职工的医保没什么两样，就连报销的医药范围和5000元报销起付线都是一样的。 （ 《苏州日报》，20040304）

据《苏州日报》中国新闻奖申报材料称： “消息见报后，引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新浪、搜狐、新华网等几大门户网站都作了转载，国内外多家媒体随后专程赶赴昆山采访报道，在社会上掀起了热烈反响。周边县市把昆山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主要做法作为一条成功经验，纷纷派人考察学习。随后，苏州所属的几个县市区分别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自己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而使这一条‘昆山经验’的效应得到了放大。”

昆山农村医保覆盖小城镇户口，是全国县级市的率先试点。像城市人一样刷卡看病，这是中国几代农村人口的梦想，反映了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一种变革，是中国城镇化改革的生动写照。这则消息着眼于宏观，着手于微观，把中国社会改革的巨大成就体现在个人———村民张燕君身上，用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客观呈现了中国农村的变化———最高报销接近55 000元、政府将拿出6 000万元用于医保补贴等。这样的题材以小事件见大主题，典型意义突出，充分发挥了放大局部成就，引领同类效仿的示范效应，体现了大众传播指引社会进步方向的功能。

二、成就报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指引

（一）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的成就报道

1．十大国内新闻中成就报道独占鳌头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成就报道的数量基本稳定，除了2005年和2006年为3条，2010年和2015年为5条，其他年度均为2条（占比20 % ）。从数量上来看，成就报道在各类报道中总量最高，达到2003—2010年


 十大新闻总量的28 %（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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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成就报道”分布图

成就报道在十大国内新闻中占比最高，一方面是因为发布机构是主流媒体国家通讯社，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它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与中国新闻文化传统中的“喜鹊文化”相关，来源于中国的“乐感文化”。现代新闻传播具有四大功能：传播舆论、教育大众、刊登广告、提供娱乐。这四大功能决定了新闻传媒在社会实践中承担的社会责任、发挥的社会功用、引导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新闻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的三个角色：舆论引导者、利润追求者、社会服务者
 
(4)

 ，三个角色所表述的话语是各不相同的，各类新闻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也是各有侧重的。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首要角色是舆论引导者，其次是社会服务者，它并不把利润追求者作为自己的又一身份。作为舆论引导者，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始终引领着中国社会的舆论导向以及生活导向、道德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者。新闻传播通过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对受众发生特定影响，引导社会舆论。作为社会服务者，新华社负载着服务受众、满足受众多元化信息需求、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舆论引导者与社会服务者角色，决定了新华社媒体话语表达的内容，即以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政府政党的政策方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主要内容，国家利益表述是新华社的第一目标。对于执政党来说，主动、持续地宣传其执政成就，是维护政权统治地位、保障政权合法存在、赢取大众支持的主要方式。因此，任何政党或政府的媒体，都会在成就报道上下大力气，做好文章。由此可知，新华社把成就报道作为年度十大新闻首选，是由中国媒体体制和新华社特定地位决定的。

新闻文化具有自律性，即有其自在自为的特点，换而言之，就是以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依归。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于“中国最早的想法是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所谓‘不知不识，顺帝之则’， ‘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5)

 。这种观念进而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而“天人合一”在文化心态方面的反映是“乐感心态”，即所谓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而得到最大快乐，也就是人生极致。这种“乐感心态”在新闻文化中的体现，就是新闻报道热衷于“报喜不报忧”，侧重于成就报道、正面宣传。

2．成就报道对社会实践的建构

成就报道通过对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新成就、实施的新举措的发布、解读或者评论，能够帮助受众及时了解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建构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形成社会共识，并指导其社会实践。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创办人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一书中写道：“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 《冰点》周刊刊载的均为8 000字以上的特稿，新闻故事细节丰富、话语表述平实，主要是普通人的故事。 《冰点》的魅力在于“展示一种命运、一种情怀，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而展示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舆论监督。李大同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影响当代”的重要方式，或者说建构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舆论监督可以帮助受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通过强大的舆论压力引导社会沿着法制向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转变。这是以舆论监督为主旨的批评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备受中外媒体青睐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中专设“调查性报道奖”，在中国新闻奖中，舆论监督类的报道评论也屡屡获奖。舆论监督类新闻对于社会实践的影响是显在的，它通过对社会中丑恶现象的揭露、对社会腐败问题的批评，激浊扬清，指明社会实践的合理方向。但是，除了舆论监督类报道，成就报道等正面报道也能够为受众正视听、明方向，引导受众按照政府、政党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划，开展社会实践、维护社会结构。

在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超过年平均报道量的是2005年、2006年、2010年、2012年。在上述四年的成就报道中，涉及领域包括：科学技术进步、重大活动及重大赛事、经济领域成就、军事领域成就、民生建设成就。可以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成就报道几乎覆盖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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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成就报道”

表51显示，2010年和2012年的成就报道数量均占到当年度十大新闻的50 % ，是2003—2012年中成就报道数量最多的两年。根据2012年3月7日中
 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发布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全国有44．6 %的受访者感觉幸福，跟2010年的调查数据44．8 %相比变化不大，其中女性受访者的幸福感是46．68 % ，要高于男性受访者的43．18 % 。调查显示：影响中国百姓幸福感的首要因素依然是财富，也就是收入水平，占到55．53 % ；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健康状况，占到48．91 % ；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占比32．09 % 。
 
(6)

 2010年和2012年中国民众关于幸福感的调查结果，与新华社十大新闻中成就报道的比例暗合。幸福感与经济发达水平不一定是吻合的，但是一定与社会的进步、个人的满足相吻合。民众幸福感调查结果与成就报道的暗合，确证了新闻媒体话语能够对社会实践进行“明镜”式再现。

根据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建构性的话语观，话语建构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
 
(7)

 这一认识阐述了话语与人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即三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互相制约的。而这种辩证关系的建构方式之一，是预先假设。所谓预先假设，是在话语表达过程中“以隐含的方式嵌于句子或语段中无需断言的信息或命题，文本生产者通过预先假设来虚拟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是传受双方共知的信息”
 
(8)

 。即通过文本的“互文性”，来对社会实践进行建构。任何话语实践都不是孤立的，同样，媒体话语实践产生于媒体与其他话语实践的结合，由媒体话语“二重性”决定，媒体话语实践也受到它与其他话语实践的关系的限制。话语文本利用和改变其他同时代的（水平向度的）以及历史上已有的文本（垂直向度的），来生产出新的话语意义。

新华社成就报道所建构的媒介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各个领域繁荣昌盛的中国。如2010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第一条“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行”：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5月1日至10月31日举行。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盛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184天时间里，来自246个国家、国际组织的参展方，通过展示、论坛、表演等形式，共同谱写了一曲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激情乐章。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数达到7 308万人次，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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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则十大新闻的简介中，传播者借助垂直向度和水平向度的文本，把试图强调的要素联结起来，通过对文本的解释形成影响，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带入媒体话语中。首先，传播者使用受众熟悉的、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北京奥运会，来强调上海世博会的重要意义和全球影响，将历史文本嵌入正在建构的文本之中。然后，以话语“描述”的方式建构事件，使用了4个数字客观呈现事件的基本概况：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184天、246个参展方、7 308万人次。最后，传播者采取话语“阐述”的方式，体现传播者对现实的态度和评价，使用“ （一曲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激情乐章” “世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来表达其主观判断，具有深意。传播者将正在建构的文本与历史、文化、现实环境勾连起来，让受众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这一事件。传播者选择何种话语类型与文本相连接，实质上隐含着意识形态策略和传播目的，即通过预先假设受众对某种信息的认知，来传递传播者的某种判断，在此过程中形成“言语传播链”。对于成就报道来说，传播者通过使用与受众共有的信息，把对社会发展的判断融入其中，以此实现对社会变迁的指引。

（二）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成就报道

中国新闻奖是中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自1991年首次颁发，以后每年评选。目前，中国新闻奖共设四大类、29个评选项目。作为国家级新闻奖，其获奖作品往往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无论是舆论导向层面的价值引领，还是新闻价值层面的价值取向，都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风向标。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不乏成就报道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巧妙地将宣传、鼓舞、激励与新闻事实揉捏在一起，将描述性话语与阐述性话语结合于一处，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于新闻价值之中。在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主流媒体传播者运用话语主导权把主流意识形态隐含于新闻事实之中，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实践的建构和影响。

以第23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火车站见证兰考经济变迁》为例：

火车站见证兰考经济变迁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　12月2日下午3点15分，兰考县南彰镇徐洼村村民李麦花在新疆摘棉94天后，乘坐K1 352次火车回到了兰考。

94天挣了6 100元，比去年少了2 000元。 “今年全国涌到新疆摘棉的人有70多万人，比去年又多了10万。”李麦花说。

“今年兰考到新疆摘棉的明显减少。”兰考县火车站总支书记何金峰说， “从火车站出发摘棉的约为1．8万人，比去年少了8 000人。”

兰考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数字显示，在2008年达到18万人次峰值以后，兰考劳务输出总数逐年回落。今年前10个月，兰考就地转移劳力6万人，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人数比例达到了74∶26。

“兰考的劳务经济，已从劳务输出进入到回乡创业和带动就业层面。”兰考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孔留书说， “劳务经济的变化和本地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自2008年起，兰考县委、县政府每年春节都举办“返乡创业明星评比活动”，在评出的52名创业明星中，无一不是上世纪90年代从兰考走出去的务工人员。

第五届创业明星古顺风回报家乡的是投资1．5亿元的生态农业科技园。 “公司已促使2500亩土地实现流转。”古顺风说， “1亩地2万元的效
 益，完全可以让村民不出村就挣钱。”

在古顺风生态农业科技园打工的城关镇姜楼村村民有470人，人均月收入1600元。 “在家门口就能养家，还能顾家，俺咋还会舍近求远外出打工呢？ ”村民齐庆竹说。

“兰考火车站虽然是陇海铁路线上一座普普通通的县城车站。但却见证了兰考人民生存的几次改变。”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副主任董亚娜说，“1962年焦裕禄来兰考的第一天，在火车站看到外出逃荒的群众直流泪。上世纪90年代，百姓又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兰考，兰考进入劳务输出时代。”

“17年共介绍了2万多人外出打工。”作为兰考最早从事劳务输出的游富田说， “因为本地企业发展快，群众都坐着火车又回来了。今年我就不再介绍劳务外出了。”

“随着当地企业用工越来越多，企业用工空岗、用工备案在我局频率越来越快，从2010年的一年4次，发展到现在的一月一报。”孔留书说。按照规划，未来5年，兰考企业将全部消化本地富余劳动力。

2011年，兰考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5．1亿元，同比增长76 % ，由2008年的全省排名第103位上升到第42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3．5亿元，增长30．7 % ，增幅居全省10个直管县第一位。 （ 《河南日报》，2012 1203）

这篇894个字的消息，共使用了46个数字、8处直接引语、12个段落，新闻话语具体、生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意义，体现了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消息以兰考火车站为观测点，展示了三个历史时期兰考的变化：1962年焦裕禄来到兰考的第一天、20世纪90年代劳务输出时代、2012年12月兰考进入回乡创业和带动就业阶段。垂直向度的三个文本，描绘出半个世纪以来兰考经济的变迁，46个数字把传播者强调的经济建设成就展示出来。这座“陇海铁路线上一座普普通通的县城车站”，以一个窗口折射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劳
 务经济的变化和本地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话语文本以隐含的方式完成了对经济建设成就的颂扬，以火车站重塑了一个生动真实的兰考形象。

据《河南日报》中国新闻奖申报材料称：2012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兰考工作专题汇报进行批示： “焦裕禄同志当年在兰考工作时提出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宏伟愿望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为此，消息作者把“焦裕禄精神”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现实体现作为写作主题，着力展现是代代相传的“焦裕禄精神”带来了兰考的巨变。

《火车站见证兰考经济变迁》以描述性话语为主，文本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共同建构了互文性，话语被半个世纪兰考人的社会实践所建构，在情景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带出了价值向度的意向表达。传播者始终以一个隐身的观察者身份，通过直接引语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彰显了传播者的话语权。

在2003—2012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中，每年均有4篇以上的成就报道。这些成就报道从多个角度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通过获奖更大程度地介入到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影响着中国人对于社会变迁的认知。

第二节　灾难新闻话语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建构

一、灾难新闻话语的演变

（一）灾难新闻的社会价值

灾难新闻指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具体而言，指对正常的社会系统造成危害的事件的报道。灾难性事件既包括自然灾害（天灾），也包括人类无意识造成的伤害以及有意识的犯罪行为（事故）等，政治纠纷或战争造成的伤害不包括在内。

灾难新闻是受众最关心、最容易扩散的信息，也是媒体最重视的信息。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都因其突发性以及事件发生后人们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和思想混乱时的心理诉求等因素，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灾难新闻叙事话
 语能够引发人们对于事故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引发人们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深省，激发人们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

灾难事件吸引受众关注之处在于其悲剧性，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 “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灾难事件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给社会造成的损害，让人们从中产生了审美层面的崇高和悲壮。这种痛苦与磨难中产生的崇高与悲壮，在人类的文化典籍中往往以英雄叙事呈现，英雄遭受的苦难越多、付出的代价越大，越能够产生崇高之美。灾难新闻报道的深层社会价值就是以英雄主义抚慰面对苦难的人类灵魂。

中西方传统文化典籍关于英雄叙事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西方英雄叙事中，英雄主义往往与宗教相结合，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散发出崇高的光芒；中国英雄叙事中，英雄主义往往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如北宋岳飞，强调社会核心价值的弘扬。当英雄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当英雄叙事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载体时，英雄叙事就具备了政治历史和教育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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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新闻中英雄叙事是一种常见的话语表达方式。灾难事件是一种非正常事件，是自然秩序或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失序。失序意味着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被打破，面对这种正常秩序的被打破，主流媒体需要通过英雄人物的塑造来确认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达到维护政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主流媒体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会在“救灾”主题下强化救灾主体的奉献、牺牲，将救灾主体的力量与动力归于政党政府。

在中国灾难新闻中，英雄叙事模式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新闻媒体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乐感文化”的基因，新闻报道强调“喜鹊文化”，面对重大灾难事件，往往以“大灾难、大凯歌”模式，注重挖掘官民齐心协力、救灾扶困，戮力战胜天灾人祸的新闻故事。新闻媒体侧重挖掘重大灾难事件中的典型人物、英雄形象，新闻话语擅长从英雄叙事角度出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贯彻于话语表达之中。


 （二）中国灾难新闻话语的演变

中国灾难新闻话语的历史演变，也是中国新闻话语演变的缩影。从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新闻话语，逐渐向事实性和客观化的新闻话语转变，既是中国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也是中国人以社会实践建构话语实践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主流媒体灾难新闻的话语叙事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本位特点。新闻话语具有宣讲式风格，灾难报道注重救灾成绩，忽视灾难为人类带来的苦难，灾难新闻以宣传教化功能为主，着力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英雄人物总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支撑，新闻话语表现出泛政治化倾向。这一阶段灾难报道的指导思想是1950年4 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7月29日《人民日报》两则关于地震报道的标题分别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地震报道的常用话语有：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十分关怀。”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 “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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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直到1979年11月23日才在《人民日报》发布。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在记者的笔下转化为一曲曲社会主义的凯歌。

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中国主流媒体灾难新闻的话语叙事呈现出一定的新闻性特点，新闻话语强调事实表述，灾难报道注重多角度呈现，既包括灾难后果、救灾抗灾，也包括灾难探因、经验提炼。这一阶段灾难报道强调新闻时效，指导思想是中宣部发布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7 年7月18日）和《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 （1989年1月28日）。前者第五条规定： “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和灾难性事故，应及时作报道”；后者规定： “为了争取新闻报道的时效，对于不同性质确定在不同范围公开报道的突发事件，可分阶段发稿。新闻发布单位在获得中央或地方有关部门提供的或记者自行采访到的确切消息后，应尽快发出快讯。先是对最基本的事实做出客观、简明、准确的报道，然后再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后续报道。”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三色报道” （ 《红色的警告》 《黑色的咏叹》 《绿色的悲哀》），分别探究了火灾发生的原因、个体在灾难中的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色报道”扭转了“把悲歌唱成赞歌”的传统，被称为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里程碑，从此灾难报道从政治本位回归新闻本位。

2003年“非典”报道以后，中国主流媒体灾难新闻的话语叙事呈现出人本主义的特点，新闻话语的人文精神凸显，灾难报道主体由集体呈现向个体呈现转移，人性化报道特征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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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疫情爆发后，从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全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广泛确立以及官员“问责制”的渐次推开，促使灾难事件的信息披露具有了现实可能。2003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灾难新闻报道提供了法律保障。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少了空洞的政治性话语，多了温情的人性化话语。

自2003年“非典”报道之后，灾难新闻开始关注灾难本身的悲剧意义和社会警示作用，新闻界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更趋近事实本身，对于灾难事件中人物的报道也出现了民众化转向，报道对象从党员、干部转向普通民众，民众形象和民众话语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出现在灾难报道之中。英雄向普通民众转变。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商业利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尽管资本对于被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具的媒体具有日趋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社会结构对于媒体话语的建构力量始终是不可小觑的。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所说： “任何人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对于公众的福利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便是一位英雄。如果认为与英雄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崇高和荣誉，只能到那不顾人的流血和苦难的事业中去寻找，那便是十足的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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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难新闻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反映与建构

（一）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的灾难报道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的七类报道中，灾难报道的数量仅次于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会议报道、新政新规、成就报道之后，占据十大新闻报道总量的11 % ，其中5个为自然灾害，6个是人为事故。2008年是灾难报道最高峰，2个自然灾害和1个人为事故，使得这一年充满悲情色彩（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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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灾难报道分布图

从图52和表52可见，2009年和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中没有灾难新闻。对比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2009年综合类流行语中有“甲流”，专题类流行语中有“甲型流感专题”。这一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9月7日中国批准签发第一批可实施免疫接种的合格疫苗产品，成为世界首个可以应用甲流疫苗的国家。在2009年新华社十大国际新闻中，有“甲流疫情蔓延　多国开展疫苗接种”。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年十大国内新闻中有成就报道3条、新政报道4条，此外还有会议报道1条（胡锦涛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并致辞）、重大活动报道1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举行）、民族关系报道1条（平息乌鲁木齐“7·5”事件）。综上，“甲流爆发”的灾难报道被放入国际新闻中。对比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2012年也没有灾难性事件的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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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003—2012年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灾难报道新闻主题列表

2003—2012年是中国迅速发展的十年，是中国急剧变化的十年，也是中国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期，是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纷繁复杂的突发灾难事件，可能分裂这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也可能激发中国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对于自然灾害报道，受众关注的是灾难后果及灾难救援；对于人为事故，受众关注的是灾难救援及事故原因、责任追究。媒体话语一方面要回应受
 众关注，另一方面往往在客观事实选择和英雄人物塑造中，巧妙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以便在失序的社会环境中恢复和强化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对社会实践的建构。

（二）中国新闻奖灾难新闻获奖作品建构的社会实践

在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史上，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是一个重大事件。2008年“5·12”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人员伤亡多，抢救难度大，抗震救灾任务艰巨。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所有媒体聚焦汶川，主流媒体以及时、全面、丰富的信息发布开创了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个新模式。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打破了过去灾难报道中“英雄神化”的模式，人性化报道消解了宣传教化的呆板，普通民众的遭遇和命运在报道中真实可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人民日报》2008年5月31日刊发的通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描写了抗震救灾一线的共产党人群像，作品不仅塑造了勇于自我牺牲的共产党员干部，而且记录了生死关头一个个鲜活可感、坚强忘我的普通民众，这一生动感人的作品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节选）

断墙颓瓦中，她一手搂住一个学生，紧紧地拥在自己身下。她的身体已经断为两节，脸部血肉模糊，人们怎么也无法掰开她那紧紧搂住学生的双手！

原本，只需两秒便可离开教室，到达安全地带，但在疏散学生离开教室时，什邡市龙居小学教师向倩看到两个手足无措的学生，义无反顾地冲向他们，一手搂住一个，朝门外奔去… …

瞬间，教学楼轰然垮塌，向倩和几个学生一起被埋在废墟下。

2007年7月，大学毕业的向倩应聘到龙居小学任教，清秀、可爱的她正满腔热忱地耕耘在这片沃土上，而现在… …

向忠海肝肠寸断，望着女儿破损的遗体，含泪说： “我理解她，理解
 她，作为教师，应该这样。”

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面对党旗许下的庄重誓言。

就在那一瞬间，共产党人作出了生死抉择，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

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以人民的安危为第一出发点———

这是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与宗旨，这是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与精神，这是共产党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

敬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

… … … …

“妈妈，我好想你… … ”

5月12日12时许，蒋敏和远在北川县两岁女儿通电话时，女儿喊着说。因为工作繁忙，28岁的彭州市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女民警蒋敏，在女儿只有5个月大的时候就送回北川老家。

在此之前，蒋敏已经整整30天没与女儿见面了。

两个小时后，地震突如其来。 “从办公大楼里跑出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家人报个平安。”蒋敏心有余悸， “电话打不通，我不敢想太多，而且当时的情况也容不得我想太多。”

地震灾难突袭，蒋敏和战友们紧急集结，出门抢救伤员、上街维护秩序，投入抗震救灾… …

天渐渐黑下来。蒋敏不停地拨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然而始终是忙音。13日早上6时许，蒋敏的手机终于响了，电话是舅舅打来的，刚听了两句，蒋敏泪如雨下。

舅舅哽咽着告诉蒋敏，她的爷爷、奶奶、母亲、女儿全部遇难，在北川的10个家人已经遇难… …

残酷的现实面前，蒋敏想走，但不能走也不忍心走： “道路不通，电
 信不通，我回去也没有用，还不如在这里做些事情，帮帮受灾群众… … ”

蒋敏没有提出回去看亲人最后一眼的要求，而是选择坚守岗位，把救抚灾区群众作为纪念亲人最好的方式。

看着忙碌憔悴的蒋敏，领导和同事特意把她调换到指挥中心，仅仅一天，她就又回到天彭中学安置点，维持秩序，帮助送水、运物资、扎帐篷。

现在，每次看到小孩的蒋敏，总是特别细心呵护，帮他们穿衣、盖被子、逗孩子们笑。

5月17日凌晨，连日劳累和悲伤的蒋敏晕厥过去。蒋敏在医院一醒过来，马上要求再次回到安置点： “我还行，我不能占医院床位，让给受灾群众吧。”

提起逝去的亲人，蒋敏强忍泪水： “如果我的妈妈、女儿还活着，肯定也在被很多人帮助、关爱。相信妈妈和女儿会理解的。”

像蒋敏这样的共产党人很平凡，平凡得在他们走过时，都记不得他们辛劳的背影。

像蒋敏这样的共产党人很伟大，伟大得在他们面前时，仰视才能领悟他们的境界。

… … … …

蒋晓娟，婴儿眼里的警察妈妈。

看着一些嗷嗷待哺的婴儿哇哇啼哭，看着他们的亲属在一旁默默流泪，在安置灾民点协助工作的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女民警蒋晓娟主动提出为婴儿哺乳，全然不顾家中仅满半岁的孩子的哺育。

听说有位“警察妈妈”义务为婴儿哺乳后，许多灾民都抱着自己家小孩来了。为受灾群众的婴儿哺乳便成了蒋晓娟的“特殊工作”，每天要为10多个婴儿哺乳。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小事。”蒋晓娟说。

… … … …


 内科医师李华，正在为病人做透析回血。冒着楼房随时垮塌的危险，她倾下身体保护病员，完成回血程序后，又将病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 … … …

5月18日上午，一个特殊电话打进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组织部，一位男子急迫地告诉工作人员：

“我岳母叫格木基，是一名70岁藏族老党员。退休前是马尔康林业局综合经营公司经理。现在，她想通过州委组织部向灾区捐献特殊党费… … ”

下午，这位老党员的几个儿女来到州委组织部，把1万元特殊党费交给工作人员。

这篇8 900字的通讯，除了集体群像的描绘，共实名报道了29名党员干部、7名普通群众，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人物舍我先人的人生选择。与学生一起埋于废墟之下的小学教师向倩，痛失亲人的28岁女民警蒋敏，义务为婴儿哺乳的“警察妈妈”蒋小娟，以病人安危为重的内科医师李华，捐献特殊党费的70岁藏族老党员格木基，这些普通民众平凡真诚、无私无畏的行为，真实可感又充满温情。

这7名普通群众忘我救灾、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把传统灾难报道中伟大的英雄置换为人们身边最平凡的人，用细节展现这些平凡人物的不凡行为，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融入报道，彻底改变了传统专业新闻媒体在灾难事件报道中严肃有余、人味不足的话语风格。媒体话语透露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人性化的视角和细节透视，展现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主流媒体通过多元化的人物塑造，抓住时机将政治和意识形态融入信息传播中，更有效地发挥了传播整合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

美国学者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认为，话语的建构功能体现在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并维持不同文化、社会群体和机
 构中人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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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话语的民众化转向，实质上体现了话语对社会的重新整合。表面上它是媒体向民众趣味和需求的妥协，实质上媒体以这种貌似亲切、可信赖的策略，将符合媒体本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念更加生动地传递给受众，从而按照媒体的意愿影响着受众，实现对社会实践的建构。灾难新闻报道中英雄叙事从党员干部向普通民众的转变，或者说灾难新闻报道中普通人之“被发现”，不过是媒体话语借助新的符号系统，打破传统叙事方式，重新建构其意识形态宣传工具这一文化身份。

新华社十大国内新闻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灾难新闻报道，投射着中国信息逐步公开背景下新闻话语的逐渐变迁。从泛政治化的媒体话语走向人性化的媒体话语，其间也显示着中国主流媒体信息传播功能的逐渐强化、话语建构方式的逐渐多元化。



 (1)
 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4．


 (2)
 刘海贵，杜放．报道视角的转变与成就叙事的革新———试谈成就报道的多元演进．新闻战线，2011 （10）．


 (3)
 王晓芳．成就报道新论．长沙：湖南大学，2014．


 (4)
 高金萍．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53．


 (5)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文化：中国与世界（1）．北京：三联书店，1992．


 (6)
 调查称2012年民众最期待改善收入和缩小贫富差． http： ／／w w w．chinanews．com／cj／2012／03-08／3727744．shtml ．


 (7)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8．


 (8)
 雷蔚真，陆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变迁：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线索．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 （6）．


 (9)
 新华社评出2010年国内十大新闻． http：／／news．xinhuanet．com／pol itics／2010-12／29／c ＿13669326． htm．


 (10)
 栗振宇．英雄叙事及其演变规律探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11)
 王爱敏，李丹丹，赵元．论传统媒体对重大灾害报道的突破性发展———以《人民日报》对唐山和汶川地震报道为例．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9 （4）．


 (12)
 董天策，蔡慧，于小雪．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演变．新闻记者，2010 （6）．


 (13)
 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4．


 (14)
 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1214．









第六章　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价值四维

主流媒体话语有其特殊的身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从阶级社会发展史来看，它既是统治阶级传播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理念的载体，也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协商与对话。主流媒体话语生动又形象地记录着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习俗、宗教思想、社会模式，主流媒体话语呈现了现时代人类各种类型的思想成果，成为反映现时代人们文化继承与文化存在的标志性印记，或者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难以褪去的“胎记”。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四个基本维度上，即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塑造社会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这四个基本维度虽然相互关联，但是绝不能相互替代。大众传媒是个体自我生活感受及情绪体验的真实记录，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历史记载，它的文化传承功能体现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之中。1948年，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除了具有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功能以外，还具有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拉斯韦尔最早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媒体话语的价值四维才能够在文化传承中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彼此的密切结合中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第一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呈现

一、媒体话语与社会实践的互塑

（一）媒体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呈现者

从媒体话语的层面来看待社会实践，媒体负载着真实、客观、准确地呈现社会实践的责任，换而言之，媒体有责任将真相传达给受众，担负起社会实践的呈现者角色。媒体在履行社会实践呈现者角色时，如实地将所闻、所见、所思传达给受众，客观上成了受众的“千里眼” “顺风耳”，帮助受众实现了身体的延伸———电视成为眼睛的延伸、广播成为耳朵的延伸、报纸和网络成为身体的统合性延伸，实时实地地呈现着媒体观察中的世界。

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既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言语的沟通因素。在媒体话语的语言因素中，媒体流行语是媒体话语的一个核心话语文本。媒体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被媒体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一般为来自人们日常生活的口语，有时甚至体现为某一地区的方言俚语，它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是在媒体的推动下广泛流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媒体话语是存在于特定语境之中的，重大媒体事件在特定时期的传播语境中具有其特殊含义，如媒体评选的“年度十大新闻”，它体现着特定时期里社会公众的关注点、社会发展的新成就、自然环境的新变化，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 “年度十大新闻”的主题在多个年度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较小，往往在这一年度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事件，到了下一年度已经被其他事件所取代。从这个角度来说， “年度十大新闻”既是社会实践的记录，也是社会变迁的写真。

（二）社会实践是媒体话语的建构者

社会实践是抽象的社会结构和具体的社会行为之间的桥梁，它也是社会进步的轨迹，是人类积极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行为活动的呈现形式或形态。
 人类的社会实践既具有稳定性也具有连续性，这是社会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然性所在；同时，人类的社会实践也具有内在的张力、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实践中的偶变性、革命性所在。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能动地推动进步和创新，由此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因主体；同时，人类的社会实践也成为媒体传播中话语的建构者。媒体话语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互塑，构成了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媒体话语的语言要素和非语言要素来看，梵·迪克认为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在话语及其语境之间存在着一个调节层。他认为，社会呈现（social representation）发挥这一调节层的作用，社会呈现包括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它们通过心理模式体现在话语中。心理模式又可以由语境模式和事件模式具体运作，两者可以看成位于长时记忆中的关于经验的心理呈现。其中，前者负责话语交际的语用部分，后者负责话语的语义部分。社会呈现作为一种集体感知框架，它调节社会结构和话语结构，形成社会系统和个体认知系统之间的连接，完成外在要求和主观经验之间的转换，并且实施统一和协调功能。但是梵·迪克也指出，当只有话语有助于形成和确认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时，其社会效果和功能才会体现出来。
 
(1)



（三）媒体话语秩序体现着媒体传受双方的社会互动

在特定语境中，媒体话语被一个媒体组织（或一个自媒体传播者）传播到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中，并导致人们的社会互动，进而促动社会变迁。媒体话语的传播暗含着话语秩序，这一话语秩序正是社会实践网络在语言层面上的反映，是社会秩序在话语中的映射。话语秩序限定着话语建构的边界，从某种角度来说，话语秩序正是“话语稳定性与变迁性二者争斗的场所”，这种“争斗”体现在三个具有辩证关系的要素上：体裁、话语和风格。新闻体裁与具体的社会活动有关，表现为文本中的行为意义；话语是指话语所呈现的具体意义；风格与身份的确认有关，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三个要素的结合体，有时又被称为“文体”，如维新运动时期的“时务文体”、 “文革”前的“新华体”、改革开放后的“新闻联播体”等。这种所谓的“文体”，运用相对固定的话题、图式、句法和词汇等反映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变化，体现着中国媒体政治语言的使用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呈现方式

（一）媒体话语呈现社会实践的基本方式之一：真实再现

媒体话语呈现的内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它既要呈现社会实践发生的环境、过程、细节，还要呈现活动主体的语言、行为，甚至涉及活动主体的情感态度、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媒体借助话语传播，为人们架设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联结的桥梁。所谓真实再现，其目的在于通过媒体传播，实现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一致。人们通过媒体话语获得“感性的确定性”，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 “自我通过一个他物，即事情而获得确定性”
 
(2)

 。媒体传播的价值乃在于秉持“真实再现”的观念、探求“真实再现”的方式、给予“真实再现”的世界，使人们超越特定时空的限制，认识仅靠自身感官和个体实践所无法企及的更为广袤时空中发生的事实和信息。

媒体话语由此被赋予了“提供确定性”的要求，要求其通过所呈现的事实、再现的世界，帮助人们达成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一致，并从中发现某些规律和趋势，从而对世界产生理性的认识，实现人们生存和发展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媒体话语对“提供确定性”的追求，实质上就是践行媒体话语功能———真实再现。

（二）媒体话语呈现社会实践的基本方式之二：选择性呈现

媒体话语的社会呈现，并非有闻必录，也不是全面呈现。媒体传播者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源于其头脑中的“框架”或“图式”。在美国新闻社会学者盖伊·塔奇曼看来， “框架是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是框架，使一个偶发的事实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 …它随之又成为人们理解、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依据”
 
(3)

 。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塔奇曼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层面的“框架”，它作为新闻职业的意识形态，符合新闻职业的阶层地位和利益。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新闻报道为解释和建构现实提供了框架，但是也缺乏对社会现状的质询。媒体传播者惯常使用这些框架来组织媒体话语和制作新闻产品，由是决定了框架的功能：不仅组织新闻生产，实际上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

图式，是主体从事某种认识活动时既有的“大脑主观状态”
 
(4)

 ，换而言之，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在心理学领域，从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到基洛维奇（Tom Gilovich）的“焦点效应理论”，图式概念揭示的是，人们在从事任何认识活动之前，在面对任何认识对象之时，都是“有准备的头脑”，而非“白纸”一张。在新闻传播领域，杨保军认为， “记者的新闻选择图式主要由两种意识构成，一是认知意识，二是评价意识。 … …对记者来说，认知意识包括记者既有知识的积累广度和深度，已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以及记者具有的好奇心、怀疑眼光、批评精神、职业敏感性等。评价意识以统一体的方式存在于记者的大脑之中，一起发挥选择、评价、确定传播内容的功能”
 
(5)

 。

媒体话语是媒体传播者经由既存的“框架”或“图式”，对现实世界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显然是基于早已形成的固定模式———既包括媒体组织的既定秩序也包括传播者自身的价值判断———的结果。正如黄旦所认为的， “事实是新的，技巧则是不变的”。新闻报道和媒体话语日日新鲜，而隐藏其中的报道框架和媒体图式却稳定不变，新闻报道与媒体话语只是这种报道框架和媒体图式对客观现实框选的结果。


 （三）媒体话语呈现社会实践的基本方式之三：描述与解释结合

从媒体话语社会呈现的内容来看，媒体话语不仅包含着媒体传播者的个体言说，也包含着媒体组织的“类意识”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往往从广义角度将类意识视为意识的同义语。如果从狭义角度来看，类意识是相对于个体意识、群体意识而言的，它是类主体从类的角度对相关对象的认识与反映。
 
(6)

 类意识的实质是体现于个人活动中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理性，类意识使人们的交往、互动及精神的一致成为可能，由于类意识的作用，人们的行为将摆脱任何单一动机的支配，并且拥有更丰富的现实特征。社会舆论、集体观念、文化传统、风俗时尚及社会价值等皆为类意识的产物。媒体组织特别是主流媒体，其类意识是基于社会主流人群社会意识的类本质和类活动，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凝结了传播者个体言说和媒体机构价值形态，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观念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客观上是媒体组织对于客观世界的建构和解释，既包含了对人们社会实践的真实再现，也包含着媒体组织对人们社会实践的理解表达，而后者是基于前者的叙述呈现出来的。媒体组织对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解释本质上还是一种认识，是媒体组织对客观对象属性与自身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把握和反映的心理能力，是一种价值意识活动。

媒体话语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体现着对社会实践的反映性建构，而且最终确认并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三、媒体流行语对社会实践的呈现

（一）以大众传媒为传播平台

这是一个大众传媒全面参与人类生活的时代：传媒提供新闻信息，帮助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与趋势；传媒提供生活信息，帮助人们提升生活质量；传媒提供文化享受和娱乐服务，传媒的“有用”改造着每个人的意识。21世纪以来，人类进入互联网传播时代，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也成为流行语的衍生地。被广泛传播和检索的网络热词，往往在特定领域中真实地记录着重要的社会事件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些网络热词，也被传统媒体借用，进而扩展了它的流行空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大众传媒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成为流行语形成的推手和重要传播者。

现代社会，一个语词或语句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需要借大众传媒之手，使其反复出现在大众面前，甚至以“狂轰滥炸”之势，令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流行语的流通范围来看，既有在全体民众中广泛传播的流行语，也有在特定人群中广为传播的流行语（大学生流行语、农民工流行语、行业流行语、网络流行语）。在这个信息时代，无论哪一类流行语都需要借大众传媒之手，才能得到最多人群的认识和使用。

（二）以网络流行语为主要来源

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突发社会事件和流行语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推送，借助社交媒体（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软件等），形成社会热点事件和媒体流行语。网络加快了流行语的传播速度，成为流行语的重要推手。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任何事件和语言现象都可以在顷刻间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也许受众并不熟悉刚刚发生的事件或新生的词汇语句，甚至从未耳闻，但是只要在网络上利用强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一下” （或“谷歌一下”）就会出现成千上万个搜索结果，给受众带来全方面多角度的阐释，有时还有详细的搜索分类，照片、音频、视频等分类记载事件发展的始末，帮助受众迅捷方便地了解流行话语和重大事件。

网络带来了各种流行语。网民使用隐喻创造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新词汇：“青蛙”比喻相貌很丑的男生； “恐龙”指长相很难看的女性； “菜鸟”指计算机初学者，泛指一切初学者； “潜水员”指论坛里喜欢看别人帖子而自己不发帖的人； “沙发”是楼主发帖后第一个跟帖的网友的专称； “顶”表示支持，比支持更有气势，且发音铿锵，暗喻一个双手托起的动作。还有利用谐音产生的网络新型语言，如“额滴神啊” （我的神啊）， “我勒个去” （我了个去）， “偶稀
 饭” （我喜欢）， “酱紫” （这样子）， “虾米” （什么）， “灰常” （非常）， “大虾”（大侠）， “斑竹” （版主，论坛的管理员）， “菌男” （俊男的谐音，外貌不佳的男性朋友）， “霉女” （美女的谐音，外貌不佳的女性朋友）。这些网络流行语快捷、生动地表达着网民对于社会实践的认知，又在传播过程中建构着其他受众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反映。

（三）既建构媒介的象征环境，又设置传播议程

按照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的观点，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表达方式。媒体话语根源于媒介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样式，同时也影响着受众的接受方式和文化习惯。媒体话语实质上是通过为人们提供显性的社会知识，将隐性的意识形态散播于受众，从而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再现、诠释或解读着媒介权力。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来看，传播者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选择某些事件进行报道和传播，即凭借自己的新闻价值标准来过滤、筛选客观事实。通过这种过滤、筛选的信息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与现实的客观环境必然存在着主观的差异。传播者通过这种过滤、筛选，设置了报道和传播议程，框范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知识。

1970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他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福柯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本质，将话语作为权力来理解。由此，话语权被认为是一种“权力”。
 
(7)

 大众传媒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影响力实质上就是话语权，即通过媒体话语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从而体现权力。媒体话语权是通过媒体的话语选择，进而设置传播议程得以实现的。

从媒体话语权的建构与结构角度来看，媒体流行语的出现往往是媒体从业者通过“把关”行为，在受众的文化消费中注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的过程。媒体的话语建构和话语表达，究其根底是一种权力的建构。




第二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价值观的建构

一、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舆论生成流程

（一）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

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能够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
 
(8)

 ，这种价值观是反映一个社会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一个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以一套理论体系为其表现形式的，这套理论体系往往来自于保障一个社会统治体系稳定的主流哲学，并且具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一道德体系经过长期的论证并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所接受而且坚信不疑，最终它成为国家的等级体系或利益价值在个人行为中的体现。

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董仲舒和朱熹为代表提出了与等级制度相配套的儒家思想体系，其内仁、外礼、后为仕的进取的人生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像一个建筑物，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内在的等级结构，而每个人共同构成了这个建筑物的结构———个体在建筑物中的特定位置。所谓平等，是个体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机会平等，并不是等级的平等，这一等级结构即社会所需要的秩序，把众多的个人整合为一个大写的人，构成了严密、有序的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在于，给予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自我身份定位，从而制造并维系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除了儒家思想体系，还有道佛思想。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个体积极进取，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为人生目标。然而，当学而优但成不了仕、努力进取而无途时，何以作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回答了这个问题，看透名利，尽情享受自然欲望。而人之为人，自然欲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精神和信仰层面的愉悦，佛教哲学主张度人自度，强调去除杂念、心胸豁达，通过做善事重修行来抵达彼岸世界，解决的是人们信仰层面的问题。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寻找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的舆论交锋；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 “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系统主张，为汉代集权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参儒释道的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形成三大哲学思想的舆论交融，最终促成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完成了儒释道的合流。儒释道为社会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提供了配套的价值观念，儒释道“三位一体”、融通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

儒释道“三位一体”，而以儒家思想为其核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儒家思想与佛道共同指引中国大众在现实社会中获得“行为自觉约束、思想独立自由、境界度人自度”的和谐快乐人生。

（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改造与超越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一次次冲击着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中国传统社会被迫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面临着危机与转机。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传播并为中国大众接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逻辑上的联结。儒家的无神论、大同思想、民本主义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道家的辩证法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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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伴着“血与泪”的自我改造与自我超越。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一个三十年，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反思中不断地清理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后一个三十年，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不断地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反思与对话，中国人可以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价值和现实功效，更加准确地校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

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于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会上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迅速成为2006年度“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之一。

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的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仁” “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 “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 “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 “八荣八耻”折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光辉，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正式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称“24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释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价值准则。与“八荣八耻”相比较， “三个倡导”是在理念层面对“八荣八耻”的提升。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

从“八荣八耻”到“三个倡导”，虽然话语表述不同，但是两套政治话语的深层内容都延伸到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即强调和谐共存、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从“八荣八耻”到“三个倡导”，二者一脉相承，从行为层面到理念体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特点。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凝聚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社会核心价值观同化机制中的主流媒体话语

（一）核心价值观的同化机制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一套共同价值和信仰。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享有同一套核心价值时，才能实现道义统一；如果没有这种道义统一，任何制度都迟早会堕落下去。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秩序信念、社会规范意识、价值实践思维和价值本位观念的统合体。它的本质是反映一个社会基本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的本质理念。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构建具有超级强大的力量，它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际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凝聚社会共识，推动针对他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影响乃至操纵国际舆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同化机制由三个层面的共同运作实现：知识精英对核心价值观的共识、精英与大众的交流、媒体话语的“濡化”能力。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作为构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基础，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统治阶级使用“罢黜百家”的暴力手段，把儒家思想从知识精英推广到社会大众，从此之后，中国大众开始广泛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北宋朱熹吸收了儒释道三家的精髓，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进一步加固了以“仁、礼、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回顾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历程，统治阶级首先借力孔子、孟子、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知识分子，不断丰富完善儒学思想体系，其次，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古代官学教育与私学教育成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播机构。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地方官府按地方行政区划在地方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其最高学府为汉代的“太学”和隋代的“国子监”。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古代私学教育由此应运而生。春秋时期孔子在曲阜杏坛讲学，是古代私学教育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唐宋元明清私学教育出现了书院；此外，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也广为流行。从记录孔子思想的《论语》，到宋代的《百家姓》 《三字经》，以及《千家诗》等蒙学教材，其中都贯穿着儒家思想。教育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传播渠道，书院、私塾等场所也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大众交流的重要场合。

随着近代报刊的诞生，媒体话语的“濡化”也成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同化工具。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构建和推广的。国家推行和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灌输机制即“濡化”或宣传。此之“濡化”或宣传，不是“大水漫灌”，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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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大众进行“濡化”或宣传的最好方式，就是大众媒体。因此，近代报刊诞生以后，中外各国政府都迅速通过政治或经济的管控政策，将报刊的主办权、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媒体连续不断的信息发布活动，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夹带其中，强化国家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规范与渗透。

电子媒介时代，各国都将广播电视的频率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牢牢把握着舆论的导向，引导舆论围绕核心价值观而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社交媒体似乎给了大众以广阔空间来传播多元价值理念，然而新的控制手段也无孔不入。西方政府除了颁布法律对互联网传播进行权限规控，甚至还采取非法手段监控网民。2007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棱镜计划” （简称PRIS M ），直接进入美国9家国际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公司皆参与其中。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根据美国前中央情报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两份绝密资料对“棱镜计划”进行了报道。根据报道， “棱镜计划”能够对网民的即时通信和保存的资料进行深度监听，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棱镜计划”的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国家安全局在“棱镜计划”中可以获得的数据包括电子邮件、视频和语音交谈、影片、照片、VoIP交谈内容、档案传输、登入通知，以及社交网络细节。显而易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国家，借力媒体传播核心价值观并尽力去除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传播，都是延伸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

（二）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方式

核心价值观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主流媒体以推行和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因此，需要通过话语实践来改变和影响大众的社会认知，在特定语境中阐释核心价值观，劝服大众提高对于国家的政治忠诚，接受大众传媒灌输的道德秩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社会化的主要渠道是媒体话语实践。


 费尔克拉夫认为媒体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大众的社会认知；梵·迪克也认为媒体话语中蕴含的意识形态为受众提供了社会态度和信仰等基本原则的心理结构。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表现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权力和控制关系在话语中的呈现。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主流媒体话语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方式呈现为三个层面：通过文本中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来改变受众的认知，进而影响其态度，最后激发预期行为以实现主流媒体的教化功能。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是媒体话语决定了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方式。

个体对于主流媒体话语的理解是一项非常丰富的多层次认知活动，美国学者亚瑟·C·格雷泽（ArthurC． Graesser）和基思·米利斯（Keith Millis）认为这一认知活动通常包含了五个层次：表层代码（词语或句子）、文本基础（形式精简的显性文本所体现的语义表征）、情境模式、话语类型和修辞结构、语用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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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认知过程中，由于每个个体的知识储备、生活经验以及理解能力的差异，有时会出现多层次话语的中断和失配，从而导致话语理解上的受限。因此，即使主流媒体话语能够以完美的表达来呈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受众也未必能够全面地接受其话语意义。

（三）创新主流媒体话语表达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媒体话语对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在一些受众看来，是处于“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的状态之中，主流媒体话语并未在受众身上产生足够深远的影响。社交媒体兴起后，迅速褫夺传统媒体话语权。面对新形势，有必要创新主流媒体话语表达，探索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尽快构建起全民一致的价值主体意识。

首先，应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内容，使用受众熟悉并喜爱的意识形态话语。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将受众置身于多元文化之中，受众的思想、话语能力、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网络传播时代的受众话语及表达体系呈现出多样化、娱乐化、网络化及随意化等特性。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渠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面对受众的变化，需要从内容表达和形式风格两方面入手，重新建构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崭新话语；要挖掘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人文关怀，及时有效地回应当代民众的利益诉求，提升用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让受众能够真正认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次，应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策略，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入眼入心入脑。结合网络传播时代受众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接受习惯，寻找符合受众个性特征和心理需求的表情达意方式，摒弃高高在上的话语方式，为实现意识形态的引领奠定基础；在阐述抽象、难懂的新观点、新主张时，力避空洞说教，要善于运用鲜活事实，以客观报道的方式呈现媒体“濡化”的内容，以符合受众接受心理，取得“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注重话语方式的生活化、平民化，用受众熟悉的话语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用深入浅出的方式阐述道德规范。

再次，应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环境。话语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每个个体的话语组成了话语环境；而话语环境反过来制约、影响个体的话语，进而影响个体的思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主流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下，主流媒体在兼顾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与满足市场需求追求经济效益二者上，往往顾此失彼，有时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在了传播活动的首位，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此起彼伏，甚至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失语”现象。因此，优化话语形成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从整体上优化媒体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提高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凸显主流媒体话语对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力和传播力。

意识形态认同是一种观念的认同，它潜在于社会成员及其从属的各种社会群体内心深处，人们从外观很难判断与感知它。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并不是由少数统治者和传播者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公众的认同状况决定的，只有得
 到大众认同并达成共识的价值观，才会最终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让社会中每个个体构建共同的价值主体意识和价值本位观念。

第三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文化认同的塑造

一、文化认同与社会大众的自我定位

（一）文化认同

认同，回答的是“你是谁？ ”这一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人员、信息与商品货物的跨国流动，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人们随时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这些促使人们产生文化自觉，思考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是指在差异性社会关系中，个体与同一个文化群体中的“他者”，在寻求自我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体验和判断层面上的“同一性”归属感。在个体层面，文化认同是对生命意识和生存价值的“同一性”的认知，是个体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的考量。文化认同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它是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与这二者有交叠重合的部分。说到底，文化认同是与身份密切相关的，是个体在族群和国家坐标中的自我定位。

生活在某一国家政治生活框架之内的个体或族群，其文化必然与这一国家的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其文化认同就浸染了国家认同的成分。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个体或族群才能相互认同，从而使个体或族群与这种整体的国家形式的共同体相嵌合，同时，个体也就确认了自己在某一族群或国家中的定位和身份。


 （二）媒体话语与文化认同

“从历史认同的定义来看，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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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间的持续变化中，个体调整自己对一个族群或国家的认同的文化性策略，即及时把握族群或国家对于文化群体同一性的价值判断，从而确立并展示与之相同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判断。而最能彰显族群或国家的文化框架、政治框架的，是媒体对社会实践及时、客观的再现。媒体话语在形态和功能上，为个体获得文化认同提供了最具活力和效率的策略。

媒体话语通过具体的文本，经过大众传媒来表达和传播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生存意识，展示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的认知。媒体话语所承载的情感与认知带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是个体在遵从社会、族群和国家规范的前提下，自我生活体验的外露。而这种自我生活体验的外露又是在大众传媒组织的约束下实现的，因而这种媒体话语的生产是一种共性与个性并存的“自在言说”。所谓共性，来自于文化认同的各种规范；所谓个性，来自于自我存在的生命体验。因此，也造就了媒体话语的差异化存在。

主流媒体流行语蕴含着官方认可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当下广为流传、为大多数受众关注的词汇。流行语也是社会的一根敏感神经，它敏捷而又生动地折射着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动、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受众收阅主流媒体流行语，并使用它们来表情达意，实质上显示了他对主流媒体流行语的认同。但是受众使用主流媒体流行语，有时只是出于在特定语境下的某种特定目的，并非就是赞同其隐含的深层内涵。

“三个代表”是2000年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之一。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赴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总结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2000—2002年期间，“三个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和主流媒体话语中的一个常用词，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核心词汇，也成为中国公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理论认知。

二、媒体话语对文化认同的两类建构

（一）媒体文化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大众共同拥有某种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这些共同性的集中体现，就是文化认同。而这种共同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媒体文化。

20世纪90年代，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媒体传播让人类生存的环境变成了“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13)

 。电子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 “地球村”应运而生。依托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大众得以将外部世界接入家庭私密空间，享受沙发上的“文化观光”，观察和了解他国、他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现实生活中，几乎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容纳于媒体话语之中，媒体促成了文化的集中，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一方面，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异地事件的“远距离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文化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实实在在地渗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媒体话语以其强有力的话语实践摧毁着一切传统的边界，媒体文化在日趋同质化和类型化的过程中，又为各种异质因素（混杂文化）的成长提供了现实可能。媒体文化既蕴含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又催生了新的文化因素萌芽。媒体文化构建着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大众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制约着大众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 “媒体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
 
(14)

 。

（二）社会文化

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伦理道德等，都是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全球化带来了人们更为广泛的文化接触，进而促成了大众对民族国家疆界以外的文化经验的想象性认同，形成了更加富于混杂性的文化身份。 “混杂”意味着人们需要在多元异质乃至相互冲突的文化身份中协商个体或集体层面的认同。同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认同的流动性也在极大地增加，城乡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杂糅… …诸多文化“混杂”一处。如果说“混杂”意味着多种文化身份的交汇消融的话， “流动”则意味着从一种文化身份向另一种或几种文化身份的跳跃转移，这种流动可以是缓慢渐进的，如对本地文化的逐渐认同；也可以是瞬息短暂的，如年轻一代对时尚的追逐，这往往意味着一个社会文化的多元丰富，也意味着个体文化身份的离散和断裂。

自2004年起，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在“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中设立文化类，客观记录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中国人对新兴文化形式的认同与接受（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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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003—2012年“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文化类

在2004—2012年的文化类流行语中，中国电影5次上榜，体现了中国大众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热爱。2012年“微电影”上榜。微电影是指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下载、上传的视频短片。微电影之“微”，一是web的音译，二是指短小的视频。2009年中国互联网中出现了一些网络连续剧、网络短片。DV、单反相机等数码产品以及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扩大了视频拍摄的圈子，很多业余影视爱好者自己担任剧作、剪辑、导演，越来越多的作品诞生于互联网。仅仅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微电影已经从少数视频发烧友走向了芸芸大众，大众传媒对微电影这种新的视频传播的报道，体现了新兴媒介顺势而起、中国社会文化与时俱进的风貌。




三、媒体话语建构文化认同的策略

（一）传播民族经典

用民族语言和民族形式传播的民族经典在建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与19世纪末出版业发达、大众传媒出现，特别是国民文化普及密切相关。所谓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以血缘、地缘为基础，而是在共同的民族国民文学、民族经典文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 （imagedcom munity）
 
(15)

 。这是每个国家重视自己民族经典的原因，因为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们独特的、绝无仅有的认同标志。

民族经典往往具有时空超越性、内涵普适性、民族文化史诗性等特性。尽管它不可避免地、或深或浅地打上了其诞生时代的烙痕，然而经典作品在认识结构、知识水平、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形成了与大众认知一致的系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在2004年的文化类流行语中，上榜的“红色经典”一词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20世纪80年代， “红色经典”指称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样板戏；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将其泛化推广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二者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以及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的同一性。 “红色经典”以超越时空的方式触及、表达和思考着中国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层关系，揭示了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历程。

20世纪末，中国文化市场掀起了重写、翻拍“红色经典”的浪潮，在不断涌现的影视书籍作品中既有成功之作，也不乏低俗之作， “红色经典”热潮让大众“乱花迷眼”。2004年5月26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通知》指出：一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编织太多情感纠葛，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肆意扩大原著容量，“稀释”原著内容，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通知》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加强对“红色经典”剧目的审查把关，要求有关影视制作单位在改编“红色经典”时，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杜撰亵渎，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

（二）挖掘传统文化

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三种共同体（community）的划分，现代民族国家属于记忆性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道德传统。
 
(16)

 这种记忆是集体的记忆、历史的记忆，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前提，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历史的记忆存在于历史书上的记载、传说和文学艺术的描绘中，存在于绵亘久远、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中。这些有形或无形的传统文化符号，记载着一个民族长久形成的价值理念、文化习俗，是在过去经历的光荣与梦想、不幸与灾难中积累的经验财富，它是人们文化认同借以形成的重要资源。因此，许多国家都致力于保护这些有形或无形的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这些历史文化符号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部分，如国庆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以及各种习俗等。传统文化符号在锻造民族特性、促进融合、传播价值观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它能够创造人们关于自己民族国家的想象，唤起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并沉淀为集体文化。

在2004—2012年的文化类流行语中
 
(17)

 ，6年中出现了8个关乎传统文化的流行语：复兴国学（2005）、孔子（2006）、《梅兰芳》（2008）、京剧进校园（2008）、 《富春山居图》 （2010）、曹操墓（2010）、哥窑瓷器（2011）、过云楼藏书（2012）。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传统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人的存在就是文化的存在，在植根传统文化、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凝聚民族士气，帮助个体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

（三）弘扬传统道德和信念

文化认同既涉及对共同体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现有秩序合法性的确认，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想和人生信念。
 
(18)

 两千多年来，孔子“仁爱”精神和孟子的“大丈夫”气节，被视为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精神支柱。这些传统美德反映着中华民族信奉的一些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这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层体验。

从“生产视角”分析媒体话语产生的传播效果，不难看到媒体对于社会道德和信念的构建和颠覆具有非比寻常的重大作用。媒体话语的生产是社会化的过程，它与社会运行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媒体通过话语生产，对社会关系进行调适，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社会中的个体借助媒体的话语实践建立起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信息的联系，由联系而产生社会构成主体之间共享的意义，接受共同的意义符号法则，进而构建和谐的关系。现代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追逐多元利益诉求，而唯有传统道德和价值信念才能够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维系社会结构稳定，发挥社会减压阀的功用。

2003—2012年期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2000年中国经济仅排名世界第七位，2007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3万亿，实质上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中，诞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华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一些因素（如集体至上观念等），与市场经济社会孵育的西方道德观念出现了严重的抵触，中国不完善的法制体系与市场经济对法制规范的要求也不适应，这些都在媒体话语中展示出来。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在发布时依据当年度的具体情况发布数量不等的专题。其中，社会问题专题出现在2008、2009、2010、2011、2012年度，客观上说明，2008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社会问题高发期（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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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专题类（社会问题专题）

注：文中黑体字为年度流行语和春夏流行语中共同发布的词语。

2008—2012年，正是中国经济跨入世界前列的重要时刻。在流行语的社会问题类中，几乎年年都有关于社会道德或职业道德问题的词汇上榜，如2008
 年的“范跑跑”、2011年的“彭宇案”、2012年的“医闹”和“网络谣言”。社会问题类上榜词汇均为媒体中的批判性话语，其中彰显着主流媒体的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主流媒体频繁使用这些词汇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焦点性、流行性议题进行客观性再现、开放性叙述，这些带有一定张力的话语吸引着受众眼球，实现了媒体的市场需求；同时主流媒体的生产又受到意识形态规控，因此，媒体话语平衡于官方舆论与大众舆论之间，并通过话语传播策略调整其倾向性，在真实再现与倾向化描述的程式中兼顾传统道德价值与现代社会需求。

民族经典、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理念，是塑造文化认同的三个抓手。中国政府可借助主流媒体建立文化认同的传播机制和话语机制，借助大众传播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经典传达给受众，创造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四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一、社会变迁的内生动力

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基本形态的变异，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德国冲突理论大师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认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社会冲突和变迁。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社会渐变和社会革命。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社会变迁，其结果都是或缓或急的社会结构（具体体现为社会行动和互动模式）的重大改变，包括规范（行为准则）、价值、文化产物等。社会变迁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变迁的内生动力涵盖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冲突（战争）、政治与经济、全球化、文化传播。人类传播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对社会运行进行着有意识的干预，对社会系统施加着定向的影响。

（一）政治与经济

政治是促进国内和国际变迁的一个重要角色，拥有政治权力者可以通过政
 策制定、资源分配来维持社会稳定或促进社会变革。政治的直接执行者是政府，现代政府通过其系统化运作来推行具有支配性的价值、信念、仪式的制度程序以及各种规则和潜规则。围绕着政治权力而发生的争夺，权力与反抗并存，这一对辩证矛盾是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之一。拉尔夫·达伦多夫指出： “政治进程在其中得以运行的权力机构，不仅对变迁是怎样发生的、朝向什么方向发生提供了解释，而且对变迁为何是必需的也提供了解释… …在一段既定时间内，从掌权者的利益我们可以推断出无权者的利益，由此即可推断变迁的方向。”
 
(19)

 政府可以通过调控激励手段来刺激变迁，推动社会的整合。

经济力量是引发和支配社会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经济因素对社会变迁的推动表现在它的变动会引发各行各业的变革。经济的重要作用是决定劳动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化决定了社会分层模式中的分化。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信念价值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互动模式。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是经济因素促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它带来了就业机会、市场规模、产业增值的区别。

（二）科学技术

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看，技术对于人类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1975年，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弗里曼（David M． Freeman）在《技术与社会：评价、冲突与选择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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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通过把技术导致的冲击压缩到一个时间框架内，对科学技术给予人类社会变迁的促动进行了形象的表述。弗里曼把大约50亿年的地球存在时间按比例压缩到过去的80天里：

（1）生命出现在60天之前。

（2）最初形式的人类出现在1小时以前。

（3）石器时代是在6分钟前开始的。

（4）现代人的出现不早于1分钟之前。

（5）农业革命发生在15秒之前。

（6）金属的使用是在10秒以前。

（7）工业革命开始于0．3秒钟前。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呈指数级增长，带来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从而带来生产关系的急剧改变，深刻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这种改变直接体现为劳动力构成方面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逐渐成熟，机器制造领域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机器挤占工人岗位的现象逐渐浮现，这种“技术压力”迫使社会变迁快速发生。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促进了全球的信息自由流通和信息分享， “连接一切”打破了传统经济组织和规则的藩篱，取代了传统的商业和社会中心，充当了人类社会的核心节点，不仅在网络空间吸引用户，也在物理空间中通过信息连接万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回顾人类历史，科学技术每每引领了社会变迁的开启，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

（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以指导和影响。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性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前者包括婚姻家庭意识形态、性别意识形态等，后者包括个体或团体关于政治的现实观念。意识形态是政治价值的核心内容，对社会发挥着一种精神支撑作用，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发挥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瓦戈（Steven Vago）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三大功能：第一，把某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合法化和理性化；第二，为一个团体或社会提供团结的基础；第三，为个体进行某
 种类型的行动提供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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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为政治权威与制度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是统治阶级整合社会公众思想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的全部功能都必须经过公众来实现，没有公众认同，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合法化功能、凝聚功能和动机功能都无法实现。

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或许比当代世界的任何其他力量都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变迁。在工业社会和将要工业化的社会，其后果非常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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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具有独立作用。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生自灭的，而是被人类创立的，是统治阶级自觉建构的，任何社会的主导观念都是其统治阶级的观念。由此来看，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是主导性的观念，具有支配性的地位。一旦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遭到冲击、挑战或者发生变化，这个社会或国家势必出现社会动荡或政权更迭。

20世纪末期开始，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陆续出现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这些运动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在这些运动中，参与者们拥护民主与普世价值，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标志，故称为“颜色革命” （Color Revolution）或花朵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被推翻，建立了亲西方政府。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党领导人尤先科发动街头斗争，迫使政府让步。2005年春，正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市花迎春花盛开时节，该国爆发革命，故称“黄色革命”。2005年末，伊拉克大选，当时民众被要求以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亲美的易卜拉辛·贾法里上台，故名“紫色革命”。颜色革命的发生地大多为仿效西方的国家，因为宪法的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政党，并都可以参与选举，因此颜色革命的主力往往是现任政权的反对党。而且这些运动有向包括中东的一些地区在内的地方蔓延的趋势。


 2010年底至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持续骚乱。在阿拉伯国家，这是第一个因民众抗议而倒台的政权。这次政权更迭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由“茉莉花革命”引发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系列政权更迭。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活动，不到一个月时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黯然下台。2011年3月美英法军联合对利比亚实行军事打击，卡扎菲政权覆亡。

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追随其发生的背后原因，都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街头运动本身就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被颠覆的结果，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也在所难免。正是意识形态的改变，促动了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变迁。

（四）冲突（战争）

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基本形态的变异，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德国冲突理论大师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社会冲突和变迁。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渐变和社会革命。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是经济力量，阶级之间的冲突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是“历史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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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类的冲突主要是围绕着稀缺资源的分配及被高度关注的事物发生。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领土的征战，现代社会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文化差异导致的隔膜和争斗等，这些冲突必然带来社会中不同形式的适应和调整。激烈的冲突通过施加压力可能带来革新和创造，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也可能给予经济和技术领域以直接刺激，从而产生新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体系中，整个社会系统是通过冲突实现转变的。冲突的最激烈形式就是战争，由战争促动的变迁形式更加丰富，如新技术的发展、新政治体系的形成、对现存机制的重新组织、财富的再分配、政治边界的重新划分，以及劳动力构成的变迁等。冲突对社会变迁的催动表现为社会结构中发生基础性的、快速的、暴力的变化，直接导致包括社会内部政治组织、利益关系、阶级分层、经济控制在内的改变。当冲突以革命或战争的形式出现，就导致了政治权力从敌对双方的一边向另一边的强制性转移。

（五）全球化

全球化意味着对产品生产、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全球整合，但是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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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地理和空间界限、民族和国家的差异正逐步淡化乃至消失，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变成了现实，这个世界被拉入一个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全球市场的形成不仅促成了全球多个组织机构的合作，也激发了技术和管理的创新。

2009年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之一是“中国制造”。2009年底，由商务部推出的《携手中国制造》形象宣传片在美国有线新闻网滚动播出，这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开端。这部宣传片时长30秒，集中展现“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身影：运动员穿的运动鞋是“中国制造”，并综合了美国的运动科技；日常家庭中所用的冰箱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融合了欧洲风尚。这则宣传片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在与海外各国公司不断地加强合作。 《携手中国制造》的核心信息是： “中国制造”的产品实质上是“全球的”，他们吸收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元素，用事实证明了“携手制造”。为了验证这部宣传片的效果，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与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开展了调查研究，他们通过世界知名的米尔沃德·布朗（Millward Brown，又译明略行公司）电子专家组在世界27个国家进行在线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携手中国制造》广告总体有效，多个国家的民众认为这部宣传片杜绝了“国家形象的消费者偏见”。 “中国制造”开始主动发声，结束了过去被动解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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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携手中国制造》宣传片之后，2011年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也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显示屏播出。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整合的平台，它的触角遍及世界各地，并为各地带来了统一的规则和标准，这是全球化、同质化的真正内核。为此，也有人批评全球化带来文化同质化，人称“好莱坞化”或“可口可乐化” “麦当劳化”。跨国公司全球推广的商品及文化产品，创造了跨越政治边界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相似性。始自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以多元的方式促动了社会的变迁。

（六）传播

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与传播。人类传播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对社会运行进行着有意识的干预，对社会系统施加着定向影响。

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传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大众传播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改变着人类的态度，影响着人类的社会行为。1922年，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W 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 （pseudo-envi-ronment）理论。他提出在现实世界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拟态环境，这个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而是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这个拟态环境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又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在李普曼看来，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是媒体传播构建起这个“拟态环境” ———介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世界与客观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一个媒介世界。由于时空及其他限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需要通过媒体传播构建的“拟态环境”作为中介来完成，因此，媒体传播的象征性事实就成为人们主观世界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是媒体传播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控制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影响着人的社会化，美国新闻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认为： “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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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多伦多学派提出了在人类文化结构中传播居于首位的媒介分析理论，对传播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多伦多学派认为，媒介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变迁，传播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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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多学派的创立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不仅将媒介看作社会的技术附属物，而且看作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甚至认为大众媒介的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另一条途径，而且是书写西方文明史的另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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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尼斯与麦克卢汉都依据媒介技术和传播发展将世界历史进行了分期。伊尼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文字时期和印刷时期；麦克卢汉划分为四个时期：口耳相传时期、拼音文字时期、机器印刷时期、电子媒介时期。在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看来，是传播推动了人类历史的演进与变迁。

社会变迁的内生动力复杂，在不同的人类发展历史阶段，促动变迁发生的“第一推动力”各不相同。在每一个特殊的语境中，都存在着上述六个因素中的某几个或者更多因素，社会变迁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二、传播影响社会变迁的路径

（一）媒体创造了流行与时尚

人类社会变迁有的是显著性的，有的只是暂时性的。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拉皮埃尔（Richard Lapiere）指出： “为了构成一个社会性的显著变迁，新变迁不仅要能够被足够多的社会成员所使用，而且要被融入它将持续下去的社会系统中… …没有哪种变迁会被公正地认为在社会领域是显著的，直到新变迁能够从它所发生的一代人身上传到另一代人，被他们作为常规来接受，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变迁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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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与时尚就属于暂时性变迁，虽然它们与显著性变迁相比持续的时间要短，但是人们对它们的感受却更加明显。

媒体创造了流行与时尚，在大众传播时代来临之前，时尚主要存在于上层社会之中。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媒体从流行与时尚的报道者转化为流行与时尚的推动者，乃至创造者。20世纪60年代“生活方式类”报道大行其道，媒体由“新闻纸” （newspaper）变为“有用纸” （useful-paper），报纸纷纷开辟时尚版，电视中涉及各类生活时尚的杂志类节目令人目不暇接。

流行与时尚在持续时间的长短上并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传播中却是有区别的。在传播过程中，流行具有循环的特质，从它的出现到消亡通常会呈现一个倒U字形的扩散过程；时尚往往不会重复，而是以快速的出现和迅速的消亡为特点。美国传播学学者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认为，流行呈现出在复杂社会中大多数人对持续变化的环境的主动性调整。这种主动性调整源自心理学上的从众心理，表现为跟风行为。流行与时尚推动了某些技术被废弃、某些行为方式被改变，导致人们的注意力不断地发生转移。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是媒体创造流行与时尚的根本动力，一旦人们对它的新鲜感不再，媒体的报道也迅速消失，这种暂时性的社会变迁也告结束。

（二）媒体改变了大众习惯

一个社会的集体习惯是社会稳定的“变压器”，集体习惯一经养成，就会反对社会变迁。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习惯意味着某种恒定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背后是一种稳定的价值理念。当个体养成这种习惯，就会对日常生活中任何细节的变化产生抵制，特别是受到新行为和新观念的冲击时，这种抵制尤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倡导民众食用动物内脏以缓解食物紧缺。美籍德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与他的团队研究了食用动物内脏这种生活方式如何被大众接受的问题。1947年，勒温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Con-cept， M ethod and Reality in Social Science， Social Equilibia，and Social Change），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把关人”理论（Gate-keeper Theory，又译为“守门人”理论）。他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或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不许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即为“把关人” （或守门人），把关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例如，家庭主妇就是动物内脏是否能够被家人和孩子食用这一过程中的“把关人”。食用动物内脏不符合欧美人传统的群体规范，因此让家庭主妇改变其价值观念、打破传统群体规范，动物内脏才能走上大众的餐桌，实现政府缓解食物紧缺的目标。勒温对于传播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在分析个体行为与群体的关系中，要充分注意社会环境和个人所属群体的作用。在大众传播中，个体会根据大众媒体所传播的、自己归属的群体规范去调适自己的行为，不断接受新的规范，逐渐改变自己的习惯以与群体规范相符。

认知心理学认为，一种新的习惯或事物被人们所接受，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改变人的社会认知，进而影响其态度，激发预期行为。媒体通过日复一日的传播活动，向受众灌输行为规范或价值准则。媒体持续性地监测并追踪社会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动向，发现社会变迁的各种新苗头和新迹象，将新的规范和行为灌输给受众，促动社会的变迁。

（三）媒体形塑了大众的社会认知

无论是媒体创造流行与时尚以促动暂时性的社会变迁，还是媒体改变大众习惯以促动显著性的社会变迁，其实现的路径都是形塑大众的社会认知。媒体话语看似是个体的言语行为，实质上是组织化的媒体机构与社会化的媒体人共谋的产物，它是经过一般性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意识形态双重框架过滤的社会实践。

媒体或新闻媒体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据此美国社会学者盖伊·塔奇曼提出了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从媒体生产的角度来看，媒体人在选择事
 实进行报道时所使用的选择标准或者说“框架” ———新闻专业主义决定了媒体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号，决定了媒体人的编码。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符合媒体人自身的阶层地位和利益，因此根深蒂固地内化为职业的意识形态，成为媒体人解释和建构现实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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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媒体人所遵从的新闻专业主义，是职业化的社会认知的外显。从媒体消费的角度来看，受众的解码总是依据已有的社会认知系统而进行的。受众的理解依赖于共同知识，同时也依赖于对共同知识的解释和运用的共同规则。这些规则建构了受众对媒体信息的收受，也建构了他们的社会活动，从而建构了社会结构。媒体话语只是媒体人与社会大众互动的中介，媒体人与社会大众在互动中共同卷入了对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媒体话语不过是一种结构性因素，构成了社会大众行动的基础和情境。

互动性媒体的出现，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媒体话语，社会多个阶层、多元利益群体拥有了自己专有的媒体话语和传播媒体，媒体形塑大众社会认知的力量因此被放大。

三、主流媒体话语推动社会变迁的策略

（一）生动描述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目标

人类社会跨越漫漫历史长河发展至今，历经社会变迁蜿蜒向前，其间历经的过程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社会发展，二是社会循环。社会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社会系统在后发生的时间里会更接近某种设定的整体状态，或者体现出一些较高层次的特征，如技术进步、民主法治、经济繁荣等，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社会发展观都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社会循环没有明确的方向性，而是遵循循环模式，任一时刻的系统状态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现。这种重复归因于系统的某些内部倾向，而这种倾向又因其内在性而以特定的摆动方式展现。德国历史形态学开创者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这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侧面。近年来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对两种理论的替代性理论，这说明社会发展论和社会循环论本身尚有可改进之处。社会发展论假定社会变迁的过程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逆性，把变迁看作独立于人们的行动，弱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循环论则容易导致极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既然一切均已命定，何必投入干预。

结合两种理论及当代社会的发展，应当说虽然尚有局限，但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已经成为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一个主要路径。所谓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指变迁的实施者通过周密的、有意施行以及相互协作的努力，来提高社会系统的运转能力。
 
(31)

 社会规划，例如中国的五年计划，就与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直接相关。

五年计划是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于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做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作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或干预形式，五年计划最早来源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随后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在苏联的诞生。历史发展证明，五年计划不仅深刻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对战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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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1953—1957），1955年7月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57年，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从2006年“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称五年规划。2015年，中国完成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五年计划提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社会发展目标，21世纪以后又加入了环保目标，以遏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的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实质上，中国的五年计划已经实现了从“经济指令计划”到“发展战略规划”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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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计划与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重要缩影，是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有明确目标的，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调整一种状况而做出安排。这种安排主要是社会结构上的安排。由于社会系统具有多个层次，因此需要为社会系统的各个层次确定较为明确的目标，即确立目标系统。具体来说，从个体层面来看，其变迁目标是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从群体层面来看，其变迁目标是标准和管理的变迁；从社会层面来看，其变迁目标是发明或创新的诞生，催动社会文化进化。

整个社会的目标系统能否得以实现，是与推动变迁的策略方式直接相连的。在所有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实现策略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就是有意识地运用媒体传播。通过媒体传播说服大众接受某种信念或价值观，从而确认社会目标，导致期望获得的行为。在说服大众接受某种信念或价值观、社会目标方面，媒体擅长选择恰当的叙事策略，配合特定语境，正确、适当、明晰地把社会变迁的目标转达给大众，让大众知情而后选择行动配合。媒体根据大众反馈，调整叙事策略，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再度传播，以改变拒斥变迁目标的大众的态度。

（二）深入解释社会变迁的代价

在媒体话语的叙事模式中，除了正面描述变迁目标，还包括对社会变迁可能发生的代价的深入解释。在说服研究中，一面说服（one-sided persuasion）和两面说服（two-sided persuasion）是同时需要的。一面说服，只呈现事物好的特点、正面的效应；两面说服，则既说明事物好的特点，也对其不足或负面效果进行少量的说明。在说服大众接受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目标系统时，选择一面说服或两面说服的基本原则是：凭借大众对媒体话语涉入水平的高低来判断采用哪种说服方式。高涉入水平下，两面说服效果更佳；低涉入水平下，一面说服效果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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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性媒体、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传播渠道时，大众对媒体话语的涉入水平相对比较高。例如2015年10月5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这12国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40 %之多，TPP的签署意味着一个规模占全球4成的巨大经济圈应运而生。国庆黄金周期间，多家媒体都在很大程度上将TPP解读为针对中国的一次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行为，是与WTO相似的新区域贸易规则。对于这个大众陌生的事物，如何向大众分析它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媒体众说纷纭：有的耸人听闻地渲染威胁，有的严肃认真地介绍常识，有的讽刺中国被环太平洋国家“遗弃” … …这些解读缺乏对TPP出台的背景及中国政府应对的说明和分析，舆论出现一边倒的状态，一时间造成公众的惶惑不安。

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明确知道事物的正面效应及负面效应，在大量、反复陈明其正面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应有节制地、客观说明事物发展可能出现的负面情况，提醒大众做好心理预警。

与其他事物一样，社会变迁也有其代价，变迁的某些后果涉及社会每个成员。如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也可能带来环境的恶化———气候变暖、水土污染、空气质量变差，也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改变———高等教育人才浪费、焦虑和不安全感、心理疾病爆发，等等。曾提出“帕累托最优”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也指出，人们做出每个决定时，必定会牺牲一些其他潜在的好处。变迁，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有益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是不利的。媒体话语如果能够深入解释社会变迁目标系统可能带来的代价，提醒人们持续追求经济发展更有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社会福利、发展常常会破坏生态环境并制造出不同生产类型的社会浪费，理性认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可能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人们就能够更加理性、平和地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动追随变迁的步伐。

（三）鼓动大众参与社会运动

在人类社会中，社会运动是引发社会变迁的最强大的力量，社会运动能够改变变迁的轨迹、方向和速度。现代社会，每一次社会运动的发生都与大众传媒直接相关。媒体话语公开表达、塑造和统一信念，制造和传播意识形态信息。它们拓展了大众的视野，帮助大众超越个人世界，了解整个社会系统中可能相距遥远的群体、阶级和国家的经验。通过大众传媒，个体分享他人的政治信条、关注话题，疏解个体的孤独感和痛苦，同时，也唤起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产生对某种事业的忠诚。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许多社会运动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组织行动。2011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祖科蒂公园爆发。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运动从纽约华尔街上数十人的集会，迅速扩散到全美，又蔓延至亚洲、欧洲、大洋洲等950多个城市。这场运动，从空间维度来看，最初两周限于纽约，第三周扩散至全美多个城市，第四周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从规模来看，从最初无组织的散漫街头运动，发展成蔓延全球、声势越来越大的运动；从性质来看，从早期民众自发组织、实施的草根革命，到美国两党积极干预的社会运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评价的， “ ‘占领华尔街’非常像一桩最终或许会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与组织中，社交网络成为运动组织
 者的“广播电台”，为他们发出声音、争取支持，以最少的人力、非专业性的媒介平台制造着最大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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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10月17日，脸谱网（Facebook）共有近130个与“占领”相关的页面，推特网全球每500个标签中大概就有一个是“占领”运动的自有标签“OWS”。社交媒体上网民的大量推送，意味着数百万人在短时间内持续创造着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其间蕴含的趋势实质上深刻地影响着网民的行为选择，影响着网民及其相关人群的日常生活。

21世纪以来，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各国社会运动的重要动员力量，这些新媒体平台显示出强大的聚合与集结能力，而传统主流媒体通过话语实践呈现的民众的诉求与行动，更集中于推动民众与政府、政党的对话和协商。换而言之，主流媒体往昔的三大社会角色———舆论引导者、利润追求者、社会服务者———已经发生了转移，如今，主流媒体更突显的角色应是社会服务者。作为社会服务者，主流媒体通过话语实践不仅要着力满足民众的多元化需求，更要肩负起社会关系协调、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在协调社会关系方面，主流媒体更强调“民众喉舌” “社会喉舌”功能，通过政策倡导、培育公民文化，培养社会对话，达到缓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降低治理成本、影响或推动社会变迁的目的。

主流媒体话语通过对事实持续的关注和评论来表达观点，从而形塑民众意见，在影响舆论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变迁。国家或政府通过掌握主流媒体话语权来占据舆论的制高点，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有计划地影响并推进社会变迁，发挥主流媒体的“明灯”功能，建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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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2003—2012）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附录2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 年度流行语专题类（20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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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春夏流行语（2003—2012）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image: picture]








附录4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 春夏流行语专题类（20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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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20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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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从书稿完成到今天，已经过去5个月了。后记写作的延宕，说明我对此书缺乏十足把握。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研究结论可能还需要时代的检验。从新闻话语角度出发对于胡温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实绩的评判是否客观，确非今日可以断言，尚需历史的检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分析的操作还需要进一步熟练。话语是根源于媒体的社会定位和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结合媒体文化和社会文化开展主流媒体话语分析，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主观主义的窠臼。媒体话语研究的发散性与社会变迁分析的开阔性混在一处，导致了这一研究的复杂多变，增大了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难度。当此书付梓，如罗兰·巴特所言，“作者已死”。欢迎专家们审视之、批评之。

我所执教的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语言学研究的重镇，设立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国家语言监测研究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开风气之先，自2002年起每年发布“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对社会语言的流变进行监测。但是，对于主流媒体流行语的监测结果，并没有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我一直思忖着要选
 择一个既兼顾学校特色、借力学校优势，又符合自己学术旨趣、能够拓展自己研究视域的选题，作为自己在获聘教授职称后拓展的新的研究方向。长期的思考，最后落脚于从媒体话语角度开展对“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的深层次研究。

此书的完成，颇费周章。十年间，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的发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综合类、经济类流行语以外，每年发布的类目均有所不同，特别是年度流行语的专题类，基本上是年年变化。这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有关，也与发布机构对于流行语的认知变化有关。仅以“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为研究对象，难以揭示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客观实际和真实动因。困顿之时，201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一行赴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座谈会，会上我就中国主流媒体研究与社会变迁关系的发言，获得高翔总编辑的赞赏，他提出应当从价值观变迁的角度展开研究，这是国家急需、社会需要的。我由此获得启发，于反复思量后，决定拓展研究范围，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角度出发，管窥中国社会变迁。

方向确定了，做起来并不容易。如何选择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样本？哪些文本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揭示社会核心价值的走势？整整耗费了两年时间，最终决定采取立意抽样方法，以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和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以及“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国主流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变迁的“明镜”式再现和“明灯”式建构。

当此书付梓时，我进入北京语言大学任职已经15年。期间从教授新闻传播学公共选修课，到申报新闻学专业并担任北语新闻传播学系首任系主任，再到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任职，每一步成长都来自于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扶持。北京语言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语言大学”为办学方向，一流语言学研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和支撑，新闻传播学是助力北语“世界一流语言大学”梦实现的重要学科之一。我也将此书作为自己实现“北语梦”的一个努力，一份微薄的贡献。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执行院长郭庆光教授百忙之中惠赐序言，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监测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主任杨尔弘教授赠我多种资料。还要感谢新闻传播学院的小伙伴们、党委宣传部的同事们、科研处项目管理的诸位老师们，与他们的和谐相处，给予我坚持的动力；感谢研究生高荣唱协助我整理主流媒体流行语和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列表，为研究开展提供支持。最真挚的感谢送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编辑和胡颖编辑，她们与我反复沟通，协调推进此书的出版，没有编辑的慧眼，哪有作者的荣光。

当此书付梓时，我的欢喜还要与身边的母亲和丈夫分享，与远行求学的儿子共享。我爱他们，想起他们虽然听我抱怨研究艰难，却催促我尽快完成书稿，这种督促和激励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与他们相守的美好时光与学术研究的欢欣，共同谱写了我一生中最美的华章。

高金萍

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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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者注）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上。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新中国与旧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再者，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界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但是，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了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2001年6月


序

一般而言，信息具有收益时的非排他性、消费时的非竞争性这两个特点，属于公共物品。对于公共物品，无法运用市场手段有效配置。不过，我们仍看到不少致力于信息生产的媒体仍为市场主体，支配其运行的主要机制仍为市场机制。为何如此？原因在于国家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制定的版权/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赋予媒体所生产的“作品”（产品）至少具有排他性——权利人（生产者）可以将不付费者或未获许可者排除在外。如此，媒体便可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完成生产，传媒便可形成产业，版权便成为传媒产业的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传媒业版权意识淡漠恰恰反映出其与“产业”仍存在距离。

中国新闻媒体的多重属性使其版权问题一直处于复杂纠缠、界限不清的状态之中。不过，近些年，随着中国传媒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及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媒体的版权意识日益觉醒，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明确地将版权列为发展战略，积极保护自己的版权，自觉尊重他人的版权。中国传媒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在世界版权/知识产权市场中已走出“价值洼地”，具有与他国相竞争的自信与优势。

传媒版权管理的规范虽让消费者产生“免费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抱怨，但纵向比较来看，的确带来产业规模的扩大：国家版权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版权产业增加值已由2004年的7884.18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46287.81亿元，期间增长了近五倍。客观地看，中国对版权/知识产权的尊重表明：中国不仅能得益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所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还可以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中国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受益者，而且还是人类文明规则的遵守者。

尽管如此，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媒版权意识与版权管理水平从整体层面来看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从个体层面来看机构与机构之间差异较大。整体水平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与整个社会的版权理念有待进一步涵养、中国传媒版权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成熟等有关；而传媒机构个体间情况的参差不齐则与媒体性质、主管领导的思想意识差异等相关。

中国传媒版权管理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还远未达到成熟水平。但是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传媒在版权领域内的实践与理念已具有被系统研究的价值。本书即为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丁汉青博士作为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其研究与著述为该领域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颇多贡献，本书则是她对于传媒业版权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企业层面上版权管理诸多重要和关键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这本学术专著的突出特点是：第一，从内容安排上看，既有国内外对照、点与面的结合，又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深描的映衬；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使整个研究显得扎实可靠；第三，从结构设置上看，以总论篇、概览篇、调研报告篇、专题研究篇构架全书，并以导读性文字清晰勾勒各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的来看，本书是一部“将理论从尘封的密室搬到阳光普照的广场上”的学术专著。

当然，尽管本书为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但许多问题仍待进一步细化，譬如传媒版权管理所涵盖的每一垂直领域及诸多垂直领域的相关关系等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研究者在此著作奠定的基础之上深耕细作，产出蔚为大观的丰硕成果，以奉献于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包括传媒业在内的中国智慧产业。

喻国明
[1]





注释


[1]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委员会会长。


前言

传媒版权管理指围绕传媒版权（copyright，亦称著作权
[1]

 ）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基本事项所开展的涉及国家、社会与企业等多个层面的管理活动。

在国家层面上，版权管理的主体主要为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这些国家机关凭借国家之公共权力完成与著作权有关的制度建设并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行政职权与司法职能。在社会层面上，版权管理的主体主要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行业协会基于行业合作之共识，制定属于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履行相应职能。在企业层面上，版权管理主要指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
[2]

 基于市场契约所赋予的权力围绕传媒版权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所开展的活动。国家与企业两个层面的版权管理，分别凸显出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力量。社会层面版权管理则介于国家与企业之间，通过行业自组织发挥作用。依照各国社会背景之不同，国家、社会、企业三个层面版权管理的强势程度存在差异。从章节安排来看，本书第一、二章聚焦国家层面版权管理；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与第三节（部分）、第五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及第九章第一节则侧重于企业层面版权管理；第九章第二节集中于社会层面版权管理。除此之外，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一节与第三节（部分）则既涉及国家层面版权管理又涉及社会层面版权管理（详见表0-1）。

表0-1　传媒版权管理的三个基本层面

[image: 01]


由上述章节分布可以看出，本研究侧重于企业层面版权管理。从传媒市场主体角度看，在本研究中，传媒版权生产指传媒领域内的生产者投入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产出著作权法所认可的“作品”的过程，譬如迪士尼公司生产出电影作品《冰雪奇缘》。传媒版权开发则指著作权人利用其著作权获取衍生价值的过程，譬如围绕电影《冰雪奇缘》开发出电视剧、唱片、游戏、现场演出、主题公园以及消费衍生品（化妆品、服装、玩偶、道具、主题食品、医疗保健品等），并从中获利。传媒版权交易（又称版权贸易）指传媒通过著作权许可
[3]

 （copyright license）或著作权转让
[4]

 （copyright transfer）获取收益的行为，“属于许可证交易范畴”
[5]

 。传媒版权交易不同于传媒产品交易：前者的交易客体一般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即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属于无形财产权交易；后者的交易客体常为图书、报刊、CD等有形的传媒产品。前者的购买方常为网站、电视台等中间消费者；后者的购买方常为观众、听众、读者等最终消费者。读者从书店购买一本书的活动属于传媒产品交易；某出版社从国外一家出版社获得某本图书在中国国内的翻译权、复制权、发行权的活动则为版权交易。传媒版权保护则指著作权人为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不受侵害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与手段。当前，数字技术不仅使盗版侵权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而且还带来了“新闻聚合类网站的著作权问题”等新议题，这增加了传媒版权保护的难度。当然，市场主体的版权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活动均受到国家版权局等国家机关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等社会组织的规制、协调与控制。

从传媒市场主体角度看，传媒版权生产、开发、交易与保护既可由一家媒体独自完成，又可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完成。譬如：某电影公司既可利用自己的人、财、物资源独立生产一部电影，又可与其他公司合作生产；某报社既可独自开发一个展示报社新闻报道的网站，又可与某互联网公司共同开发此网站；某网站既可从电影公司购得某部电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又可采用“保底+分成”的方式与电影公司合作、共享最终收益；某电视台既可独立开发一套版权监测系统，又可与某技术公司联合开发该系统。合作可以弥补单个市场主体的“资源缺口”，产生优势互补后的“协同效应”。当然，合作也意味着最终所产生的利益需要在合作参与者间进行分配，最终的分配方案取决于合作者间的谈判。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六章第五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倾向于将“著作权”与“版权”视为同义语。不过，亦有人尝试区别二者的差异。在应用中，人们倾向于在法律语境中采用“著作权”称谓，而在日常业务语境中则采用“版权”称谓。本书尊重现有习惯，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著作权”与“版权”两种称谓，但倾向于将二者视为同义语。此外，版权（著作权）为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中的一个类别，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与专利权。


[2]
 中国的官方媒体并非纯粹的市场主体，但其具有“企业化管理”的属性，并且大量版权管理工作交由官方媒体下属公司承担。


[3]
 著作权许可是指著作权人授权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商业性使用其著作权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并收取报酬的行为。在著作权许可中，著作权人并未发生变化。一般著作权许可又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与“普通许可”三种形式。三种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许可协议生效后著作权人权限的大小。在“独占许可”中，许可协议生效后，著作权人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使用该著作权，更不能将其再授予第三方使用；在“排他许可”中，许可协议生效后，著作权人自己仍然保留继续在同一范围内使用该著作权的权利，但不能将其再授予第三方使用；在“普通许可”中，许可协议生效后，著作权人仍保留在同一范围使用该著作权的权利，也可以将其授予任何第三方使用。


[4]
 著作权转让是指著作权人通过买卖、互易、赠与或遗赠等方式将著作权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有偿或无偿地移交给他人所有的行为，俗称“卖断”或“卖绝”著作权。通过著作权转让，著作权由转让人转移到受让人手中。部分国家允许著作权转让。


[5]
 姚德权，赵洁，中国版权贸易研究综述，国际经贸探索，2007（1）。


第一部分　总论篇

传媒版权管理既包含实际操作层面，又包括制度安排层面。如果说实际操作可视为版权管理的外在行为表现的话，制度安排则为指示版权管理行为的内在“操作系统”。在与版权管理有关的所有制度安排中，版权保护制度最为基础。版权保护制度有着怎样的历史变革？在当今技术语境下，围绕版权保护所产生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原有版权保护制度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上述问题将在第一章回答。

建立版权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版权保护可以保护人类创造智力劳动成果的积极性，进而提升版权产业效益。在版权时常遭受“保护过度”指责的今天，有必要深入探讨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将着力回答中国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


第一章　版权保护制度——版权管理的制度基础

版权对应的英文名称为“copyright”，由“copy”（即“复制”）和“right”（即“权利”）构成，字面意思为“复制权”，它伴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出现而诞生。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率先推出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随后半个世纪，此技术在欧洲大陆得以迅速发展
[1]

 ，催生出一批印刷工厂，这些工厂通过大规模复制他人作品来实现盈利，于是就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复制权）问题。这一时期，复制的权利大多掌握在少数印刷商手中，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少有权利主张，政府主要通过对印刷商的监管约束来限制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传播。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世界印刷中心转移到了英国。在英国，版权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女王玛丽一世在1557年授予出版商行会的特权。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是“著作权人（自然人或法人）依法对科学研究、文学艺术诸方面的著述和创作等所享有的权利”
[2]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定，版权保护的范围涵盖“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
[3]

 。版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版权指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又称经济权，是版权作品盈利的根本，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人身权又称为精神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广义的版权除包括狭义版权的内容外，还包括著作邻接权，即传播者权，主要指艺术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依法享有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则把图书、报刊出版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归入著作邻接权范围，但我国《著作权法》没有采用邻接权的概念，而是使用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这一表述。本书采用广义的版权定义。

“制度的存在构成了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海纳提出的，制度起因于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做的努力，通过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并因此使行为可预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没有社会、没有经济、没有国家组织。”
[4]

 版权管理实践自然也离不开制度设计。阿兰·斯密德认为制度有宪法、日常生活和厂商（组织）内部三个层次，既包括正式制度又包括非正式制度。
[5]

 广义的版权保护制度相应地包括法律层次（如著作权法）、日常层次（如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等）、组织内部层次（如媒体内部有关版权监测及维护的制度等）三个层面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狭义的版权保护制度特指法律层面的正式制度。本部分聚焦狭义的版权保护制度。日常层次、组织内部层次版权管理制度则散见于其他章节。

虽然世界各国版权保护制度均基于“保护版权所有者正当的私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可以促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一个出发点，但由于欧美文化气质差异，二者版权立法体现出不一样的哲学视角：美国版权法对立法目的的阐释流露出基于激励的经济学工具主义，而欧洲版权法则承认不可剥夺的精神权利概念，且认为这种权利源于作者的内在人格。
[6]



有关版权的基本理念可上溯至孟德斯鸠所提出的第二条自然法“促使他去寻找食物”
[7]

 （该条自然法在其他译本中亦被表述于“应促使人们去生产财富”），该理念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一脉相承。并且，与《人权宣言》第17条中“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的思路类似，版权保护制度亦在保护著作权人正当的私人利益不受侵犯时，借助“合理使用”“避风港原则”等设计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需要”间的平衡。

版权保护制度源于理念，其实施则需依靠法律——著作权法。在一定意义上，法的形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法律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也是法律自身不断被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法律的内容总是动态地发展着。
[8]

 著作权人私人利益与“公共需要”间的平衡点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版权法的内容与尺度亦在此过程中不断被调整着。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受网络空间所崇尚“知识共享”观念的影响，版权保护制度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已过度的质疑之声不断。曾被《纽约客》誉为“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知识产权思想家”的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表示，“无论何时何地，自由资源对于创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缺少它们，创作就会被削弱。因此，尤其是在数字时代，核心问题是资源是否应当受到控制，而不是应由谁（政府还是市场）来控制资源。控制是可能的，并不能说明控制是合理的”
[9]

 。版权保护制度到底是一项怎样的制度？在当今时代背景中，随着印刷、电子等大众媒介兴起与发展起来的版权法正面临怎样的挑战？

第一节　版权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版权保护制度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项制度设计，但是并非自古有之。应该说在相当长时间内，人类智力成果的分享只受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限制（如印刷术出现之前，人工抄写制作成本高昂，使人类智力成果的扩散只局限于精英阶层），并不受人为设计的制度框架限制。

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其前身是英国等国家王室向印刷出版商颁发图书专印许可证的制度。该制度的技术推动力来自15世纪中叶兴起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印刷术使人类智力成果的分享大大突破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限制，人类智力成果得以在更广大空间范围内传布。面对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社会图景，出版商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需求与英国王室维护自身合法统治的需求一拍即合，双方在英国玛丽一世时期签订协议，建立起图书专印许可证制度。借此制度，出版商行会成员利用出版印刷专营权将英格兰其他各郡和苏格兰境内的同行们挤出市场，获得垄断经营所带来的利润；玛丽一世则借此阻止异教学说的传播并扼杀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观点。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0]



图书专印许可证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对印刷出版各种书籍的权利加以限制，并授予个别部门以印刷出版某些种类的图书的专有权利，还规定由这些机构出版的所有图书须上交一定数量的复本，在每册书上都必须印有著者和出版者的姓名”
[11]

 。这套版权保护制度在实行后的二百多年中，“仅仅反映统治者与出版商、印刷商之间的某种关系，而没有涉及著作者个人的权益”
[12]

 。由此可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诞生的版权保护理念最初并未直接考虑到人类智力劳动成果创作者的利益，而是着重考虑出版商的经济利益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

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成功后，人类思想经历了一场变革。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基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之理论，提出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的主张，以此反驳托马斯·费尔默（Thomas Filmer）爵士在《家长制》一书中帝王神权“是一种能够主宰其臣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帝王的这一权利得自上帝，因此这样的权利只对上帝负责”之论断。
[13]

 “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专印许可证制于1694年被废除。

专印许可证制的废除去除了罩在出版业头上的部分王权控制，但是随即出现的极度扩张又使出版业陷入盗版盛行、同业相残的混战。利益受损的印刷出版商这次不得不求助法律。与此同时，英国文艺界和科学界涌现出一批认识到“知识的伟大力量”的人士，他们在1708年秋向英国国会提出了“鼓励知识创作的权利的提案”。1709年1月11日，提案转到国会下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安妮女王决定采纳该提案，并于1710年4月10日颁布《安妮女王法令》，其全称为《为鼓励知识创作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法令》（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by Vesting the Copies of Printed Books in the Authors or Purchasers of such Copies, during the Times therein Mentioned）。《安妮女王法令》明确规定了著作者的财产权利，声明著作者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该法令规定著作者有权使用并处理自己的作品，还保障了著作者获得报酬的权利。《安妮女王法令》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版权保护制度的诞生。

从王室控制的专印许可证制到《安妮女王法令》，英国对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保护手段从皇权特许转向了法治，保护范围则从出版商、印刷商等扩展到作者。保护的目的也从出版商商业利益及统治者政治利益转向“鼓励知识创作”。《安妮女王法令》对法令颁布前所出版书籍的保护年限为21年，对法令颁布后所出版书籍的保护年限为14年，如果作者仍然在世，保护年限则再延长14年。

印刷术触发了设计现代版权保护制度的可能性。不过，以中国为参照系便可看到，仅有印刷技术而没有现代理念，也许会出现版权保护措施，但难以促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制度。

在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中，印刷术位列其中。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毕昇（约970—1051）发明的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早约400年。与印刷术的出现相呼应，中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版权保护实践活动。南宋绍熙（1190—1194）年间，眉山程氏刻本王称《东都事略》初刻本卷一百三十目录后的长方形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14]

 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版权保护声明”
[15]

 。另有史料“首先反映出对版权归属的认识，其次反映了当时所保护的版权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版权的）“发文机构由转运司等地方官府上升为主管图书的国子监，也说明版权问题愈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宋代已经开始注意从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两个方面对版权进行综合保护”
[16]

 。尽管如此，宋代最终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版权保护制度，更别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制度。这一结局并不为奇，在帝王神权主导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在特权理念未被人权理念取代之时，怎么可能诞生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现代版权保护制度？这一史实也说明技术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潜能到底能否被释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所持理念的先进程度。以史为鉴，当今互联网技术亦呼唤与此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新理念以及新理念指导下的版权保护制度。

在《安妮女王法令》的示范效应下，一方面，现代版权保护制度很快由英国向其他“社会气候”适宜的欧美国家输出。版权保护制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亦随着制度输入国文化、产业等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异。有研究者指出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版权法和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虽然“立法背景大致相同，即均制定于工业革命前夕，均以作品系个人独立创作的社会现实为立法前提”，但“进入19世纪后，版权法和著作权法却各走各道、分道扬镳。前者朝着方便作品利用的方向发展，后者则朝着有利于著作权保护的方向演变。至20世纪初，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
[17]

 。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介形式的出现，版权保护的题材范围与权利范围不断扩大，版权法体系不断完善。以美国为例，从版权保护的题材范围看，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第一部版权法偏重保护图书，1802年则增设对印刷品的保护，1831年增设对音乐作品的保护，1865年增设对照片的保护，1912年8月24日《唐森修改案》则将电影纳入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类别
[18]

 ……从版权保护的权利范围看，1856年增加戏剧公开演出权（此前只保护戏剧的剧本），1870年增加了艺术作品翻译权和把文学作品改编为戏剧的改编权，1879年又增加了音乐作品公开演奏权
[19]

 ……目前，图书出版业、软件业、电影与电视产业、音乐与唱片等内容产业均已纳入美国版权保护制度的保护范围。著作权涵盖的权利范围则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诸多权利。从版权法体系来看，除美国《版权法》外，1998年美国还针对互联网版权保护而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

由此可见，版权保护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意在通过保护人类智力劳动成果创造者的利益，增加社会财富，改善社会公众的生活。在合适的社会土壤中，此制度可以因地制宜地完成移植。并且随着新媒介形式的出现，版权保护制度的操作边界亦在不断调整中。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如何适应互联网技术的需要调整版权保护操作边界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不过，互联网之前的调整总体上看以扩大保护范围为主导方向，奉行“分享、免费”的互联网技术是否会改变此主导方向，仍需拭目以待。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版权交易活动大大突破国家、地区限制，扩展到全世界。以一国、一地区为适用范围的版权保护法显然已难以调节全球范围内的版权活动。在此情况下，一些版权公约应运而生。其中，1886年在瑞士伯尔尼签署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简称《伯尔尼公约》）、1952年9月6日在日内瓦通过的《世界版权公约》（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简称UCC）以及1996年12月20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Copyright Treaty，简称WIPO版权条约）最具代表性。公约成员国的版权活动受到本国版权法律法规与版权公约的双重调节。

第二节　版权保护制度的实质与冲突

在现代社会中，版权保护制度已受到普遍认可。可是对版权保护宽严程度的不同认知往往导致“版权保护过度与否”的争议。这种争议有的源于理念层面的碰撞，有的则源于执行层面的冲突。导致人们对版权保护持不同态度的理念碰撞多是“功利主义”与“权利主义”的碰撞。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有英国哲学家边沁及其学生约翰·穆勒。其基本特征就是用目标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权利主义”则认为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康德的自由理论、罗尔斯的自由平等论、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罗斯巴德的自然权利理论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义等都可归为权利主义哲学。
[20]

 有的国家、地区或行业为尽快提升实力、“弯道超车”而有意无意地弱化版权保护力度的做法实为功利主义的实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弱化版权保护的主张皆出自功利主义。

时至今日，围绕版权保护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传统版权产业与互联网新锐之间。一方面，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简称IIPA）
[21]

 作为全世界范围内3200家美国版权企业的代言者，竭力为维护现有版权保护制度鼓吹与呼吁。另一方面，以“实现真正的言论和文化传播自由”为最终目标的海盗湾
[22]

 等新锐力量不断对传统版权保护制度发起挑战。可以预见，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内容产业所设置的版权壁垒更容易被突破。基于工业革命逻辑所构建的社会结构、生产与消费方式正在悄然变化，以IIPA为代表的现有版权保护制度维护者与以海盗湾为代表的挑战者间的冲突将更激烈，亦更能引起普通人的思考与共鸣。站在当下，我们有必要再次认真思考版权保护制度的实质、冲突双方各自所持的理由及达成共识所需厘清的边界。

一、版权保护制度的实质——保护私利、效率优先的制度设计

版权保护制度赋予图书、音乐、电影等信息产品以排他性，保护人类智力劳动成果创造者以财产权与人身权不受侵害。信息产品需要借助版权保护制度才可使自身得以优化配置的基本理由在于信息本身具有消费时的非竞争性与收益时的非排他性。即从消费角度看，A消费了某信息（如一首音乐），并不会影响B对此信息的使用。从收益角度看，若无版权保护制度，生产者则无法有效地将未付费者排除在消费群体之外，其在开发版权产品时先行投入的大量资金与努力因此无法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版权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转。为克服因信息产品具有非排他性而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必要通过保护性的社会契约赋予版权产品创造者以财产权与人身权。版权保护制度即为这样一种社会契约，其借助法律手段确立信息产品的排他性，使信息产品的产权归属相对明晰，从而避免因消费者无偿使用致使智力劳动成果产出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情况。

版权保护制度通过赋予信息产品排他性，明确版权归属可以提高文化产品生产效率的原因常被归结为两个层面：第一，从个人层面看，可以保护创作者获得应有的物质回报，保证创作者可以依靠创作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促使其保持再创作的积极性。第二，从公司层面看，可以保护版权商积极培育、挖掘、营销创作者，促进创作者尽快崭露头角，以保证整个社会有更多创新。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公司层面的创新最终均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版权保护与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是支撑版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支柱，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版权保护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仍存在诸多争议，本书将在第二章对此展开专题研究。

版权保护制度通过维护版权经济价值的公平实现来确保人类智力劳动成果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应该说，在过去几百年里，版权保护制度的确通过明确与保护知识产品产权的方式有力地提高了知识产品生产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效率，只是，制度设计终归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当生产力往前推进到新阶段时，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必将受到挑战。IIPA与海盗湾的冲突即为其中一个缩影。

二、冲突的本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争

版权保护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在公司或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点的问题。虽然该制度通过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版权限制措施和避风港原则等而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留出些空间，但商业力量如此强大，以至批评者诟病版权过度保护的声音不绝于耳。此类批评有两种视角：一是过度的版权保护会导致低效或无效。“在行使和保护其版权时，权利人可能会将单位价格提升到短期边际成本（例如为0）之上，而短期边际成本价格在供求平衡的静止市场上是有经济效益的。然而，在就使用索要费用时，权利人会在调查和谈判中强加额外的交易成本，这种方式就可能会阻碍那些有经济效益的使用。”
[23]

 二是过度的版权保护会减少普通公民与创作群体可共享的公共信息，伤及社会公共利益。有学者指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版权扩张，现在版权“已经走过了头，以非商业为代价而保护商业文化，损害公共领域而使私人权利拥有者获益，抑制了后续艺术和智力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吸收”
[24]

 。“尽管版权保护制度通过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版权限制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版权扩张的负面影响，但私权的这种一对一授权许可模式仍然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公众为学习、科研等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权利。在信息社会，新的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对传统版权保护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版权保护制度不仅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甚至本身根本都无法继续运行。”
[25]

 不少关注版权过度保护问题的学者呼吁“信息公有”——“公有领域应该拥有大量版权已终结的资料，这样才可以产生一套可免费使用的信息，而个人可为任何目的获取这些信息。”
[26]

 甚至有研究者直接视版权为“绊脚石”，直言“抛弃版权”。荷兰学者约斯特·斯密尔斯（Joost Smiers）、玛丽克·范·斯海恩德尔（Marieke Van Schijndel）为其中的代表者。他们虽承认现有版权保护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成千上万的艺术工作者在这块阵地（艺术创作和表演领域）上冲锋陷阵，日复一日地创作了纷繁多样的艺术作品”，但亦指出其令人沮丧的一面，“现有版权保护制度对卖座大片、畅销书和文化明星的投资扭曲了文化市场，将大量文化产品挤出人们的视野。同时，控制着版权的大型文化企业掌握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发行、推广和销售，从而垄断了文化市场。从民主和公平竞争的角度看，这种市场控制决不能容忍”。两位研究者还设想抛弃版权，将大型文化企业拆分后“会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大量的艺术家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此举将复兴公共领域”。当然，两位作者也阐述了抛弃版权的设想是“摸着石头过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一旦我们的方案推行，我们几乎无先例可循，甚至难觅相关的理论”，“即使我们对市场进行干涉的建议得以采纳，市场发展依然变化莫测”
[27]

 。

笔者认为，版权保护制度能够促进文化产品创新，只是需要条件限制。而这些条件恰恰构成了版权保护的边界。传统版权保护制度维护派与挑战者间的争议焦点往往并不是要不要版权保护制度，而是版权保护的边界到底应该划定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然而在此问题被参透之前，我们有必要置身互联网时代语境下，反思传统版权保护制度。

第三节　技术促使反思现有版权保护制度

“技术进步导致制度变迁……与相对价格决定技术进步争论相对应的是相对价格决定制度变迁，以适应技术潜力。”
[28]

 与版权相关的技术发展不断催生出新问题，而新问题的解决则伴随着版权保护制度的改进。早在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大量超出以往立法前提的雇佣作品。对此，版权体系采用法律拟制技术创制出‘视为作者原则’，迅速实现了现代化；作者权体系则固守‘创作人为作者原则’，以法定转让应对电影等雇佣作品的保护。然而，后兴起的计算机软件业拒不接受此妥协性立法。面对压力，作者权体系只得向现实低头，遂无奈规定，软件作品的‘作者权’不属于‘作者’而属于‘开发人’，软件保护问题始获解决，但失去逻辑支撑的作者权体系却随之崩塌”
[29]

 。

文化工业生产推动了版权保护制度由“创作人为作者原则”向“视为作者原则”转变，满足了大规模文化工业生产的需要。当时间推进到21世纪时，拜数字技术所赐，人类智力产品的传播与分享可以摆脱纸张、胶片、磁片等物质载体的拘束，其生产/复制成本进一步降低，几乎可以零边际成本的代价快速散布与分享。对于散布者来讲，所需要的只是上传或转发之类的举手之劳；对于使用者来讲，所需要的只是点击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尽管有人为设计的版权保护制度的约束，但突破原有版权保护制度的力量一直屡禁不止，Napster
[30]

 、Newzbin
[31]

 、海盗湾等为其中的代表者。虽然在传统唱片业、电影业等的强烈反对声中，Napster、Newzbin、海盗湾等均在司法判决中遭遇败诉，但技术先驱们捅出的“篓子”让公众得以窥见打破原制度铁幕后的“风景”，尝到免费的甜头。维基百科、Apache
[32]

 等则让公众体验到不计眼前经济回报的联合协作所创造的现实价值。

虽然我们仍不甚明了基于互联、分享的数字技术最终将促使现代版权保护制度朝什么方向发展，但我们看到，不管是对版权作品的侵权使用，还是创造淡化版权的新形态产品，信息技术都正在促使整个社会重新反思版权保护制度。

一、互联网语境下几组概念

反思版权保护制度时，需要考虑到互联网语境下的几组概念。

（一）互联网时代：“竞争”与“合作”

传统版权保护制度更强调竞争关系——作者与消费的竞争、作者与作者的竞争、出版商与出版商的竞争。在强调竞争的语境下，版权生产者倾向于将消费者视为与自己竞争大小固定不变的同一块蛋糕的对手，而不是可以共同做大蛋糕，然后每人都可以分得更大份额的共同成长伙伴。正是由于竞争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划清版权界限、严格防范未授权使用便成为一种常规行为。可是，最后通牒游戏
[33]

 等证明了人有合作的可能，互联网技术又降低了合作的成本，越来越多的案例让人们看到在版权问题上放弃对抗有可能达到双赢。譬如作家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允许书友从其个人网站上免费下载小说，他甚至不在意发展中国家的读者盗印他的书卖钱。这种做法不仅未侵害作者的经济利益，反而给其带来大量忠实读者，他的作品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以及其他主流媒介的销量也很大。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通过无偿提供作品的内容与忠实的读者建立纽带关系——甚至是真正的交往——是基本原则。这样，人们就将停止盗印您的作品，更愿意购买正版书，从而增加您的收入”
[34]

 。当然，放弃版权后生产者与消费者要在合作中取得好的绩效，仍需建立良好的合作条件。

（二）互联网时代：“利己”与“利他”

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可能仅仅在于使用超长筷子吃饭的一群人是“互相喂食”还是徒劳地只往自己嘴里送。
[35]

 互联网时代，众多案例让人们看到“利他”即是“利己”，给别人喂食者看起来只是服务他人，实际上自己也在接受他人的服务。在Apache案例中，程序员可免费使用这个软件并对其完成增补和改进，但不能阻止别人做出一个竞争性版本供大家免费使用。每个人既免费使用别人的智力劳动成果，又将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无偿提供给别人使用。这个状况类似天堂中“给别人喂食同时接受别人喂食”的场景，驱动此“利他”之行为的同时产生“利己”之结果的机制不是团队生产的第一层机制（市场机制）与第二层机制（有管理的组织），而是第三层机制。“社会生产依靠团队成员完成其对价值的创造，以及相互间的工作协调，使用的既不是价格信号也不是监管（这是朋友和家庭的世界，大多数野餐就是这么产生的）”
[36]

 ，而是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尤海·本克勒称为“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在这种生产机制中，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和参与工作，地位相同的人共同创造，没有管理阶层的压迫”
[37]

 。

从Apache个案来看，“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不仅没让“公地”（免费软件）退化成“沙漠”（失去价值），反而使其成长为一笔巨大的共同财富。Apache已成为世界使用排名第一的Web服务器软件，市场占有率达60%左右。世界上很多著名的网站如Amazon、Yahoo！、W3C、Financial Times等都是Apache的产物。

开源软件显然在使用一种不同于传统版权保护的方式保护创作者的积极性，“开源软件被看作一种对版权法的有效修改，它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和消除侵占财产权危险来巩固合作生产。其结果是建立起一个极大提高对生产者激励的体系，并创造了一股兼容与开放的潮流”
[38]

 。

（三）互联网时代：“精英生产”与“人人生产”

传统版权保护制度建立在精英生产基础之上，传媒公司追逐利润丰厚的大众产品，畅销书、畅销唱片、电影大片等等最受传媒公司青睐。这些畅销品一方面给传媒公司带来丰厚利润，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一批大牌明星。大部分普通人只能处于消费者地位，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严格分工的条件下，“消费了就买单”为天经地义之事。可是在互联网时代，精英生产让位于人人生产，用户原创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铺天盖地而来，公众委制（crowd sourcing）作品亦出现于新闻、娱乐等众多领域，在这个人人既为版权作品生产者/投资者又为消费者的时代，版权保护的边界需要重新考虑。

（四）互联网时代：“外在回报驱动”与“内在动机驱动”

版权保护制度通过明确版权持有者对版权的权利，规定版权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保护权利人从自己所生产的智力劳动成果中获得适当报酬（物质回报与精神回报），以此确保生产者保持创造的积极性。显然该制度更倾向于将版权作品生产者假设为外在回报驱动型个体。但戴维·麦克莱兰德（David McClelland，1917—1998）所提出的需要理论早就发现现实中存在高成就需要者，他们追求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成功的报酬本身，他们努力工作的动机不在于获得外部回报，而在于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39]

 在某些情况下，字幕组、维基百科等的成员不计回报的工作所产生的绩效并不低于正式组织中外在回报驱动型工作所产生的绩效。应该说，内在动机驱动型生产并非专属于互联网时代，它只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变得更可行、更普遍。当技术令内在动机驱动型生产变得更可行时，外在回报与创造积极性之间并不必然呈正相关关系。

（五）互联网时代：“工业巨头”与“自媒体”

虽然版权从根本上讲保护的是智力劳动成果生产者个人的利益，但在工业时代，由于音像、电影、图书等公司巨头掌握着绝大多数版权产品的生产、开发和交易，谋得绝大多数版权收益，因此除去智力劳动成果生产者个人外，公司巨头已成为版权保护制度的最强有力的拥护者。版权产品消费者所支付的费用既包括版权生产者所得报酬，又包括公司所得收益。在版权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因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有效直接交易时，传媒巨头当然可以因在版权产品生产、开发、交易过程中发挥了必要的组织、协调、指挥等功能而获得版权收益。但是，在信息技术可以大大降低版权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交易成本时，版权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中介”——传媒公司的作用已有所淡化。目前，我们已看到个体或小群体运营的自媒体的版权价值实现已显著淡化大型“中介”的作用。在这些版权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活动中，消费者既消费作品，又通过自己的口碑营销作品，黏度高的消费者变身粉丝或会员，作者很有可能通过会员自愿缴纳的会员费和粉丝自愿付费（如打赏）而生存下去。去除中间商之后，即使版权作品售价降低，版权作品生产者所获得的总体回报仍有可能不低于存在中间商时自己所能获得的报酬。

信息技术导致去中介化的原因仍在于科斯所说的“企业和市场是组织相同交易活动的可替代模式”
[40]

 。在信息技术可以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情况下，交易活动采用组织成本高昂的大型企业显然就不太划算，去除中介便变得有利可图。当然，有些版权产品（如投资巨大的电影、游戏等）非个人或少数人可以完成，仍需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仍需要企业家的协调。

二、调整版权保护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遵从自然法，平衡版权所有者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

互联网不仅是个传播工具，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
[41]

 在互联网这套操作系统下，工业时代操作系统下的许多制度安排与行为边界需要重新审视，版权即为其中之一。虽然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制度最终将以怎样的面貌稳定下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版权保护制度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变革而演进。虽然技术似乎正在呼唤更宽松的版权保护制度，但是在版权保护制度调整过程中，仍要遵从自然法，尊重市场。

“促使他去寻找食物”（或“应促使人们去生产财富”）属自然法（natural law）范畴，著作权法则属于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legislative law）范畴。自然法即为中国人讲的“天理”“公理”“道理”“天经地义”。“理是法的‘元规则’，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理大于法意味着只有符合天理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才应该得到遵守。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天理（自然法）有些模糊，只有原则没有细则，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是说，人定法应该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对自然法的否定。”
[42]

 著作权法不管怎样调整，都有必要将尊重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生产者的正当私人利益置于首位，以不破坏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生产者的正当私人利益为前提条件。智力劳动成果最终是由人生产出来的，从原则上看，对个人利益的限制应建立在下述两个基础之上：第一，证明其私人利益超出正当范围；第二，公共需要经合法认定且显然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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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效益间关系研究

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定义，版权产业指所有以版权为基础的产业，包括核心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非专用性支持性版权产业和相互依赖性版权产业。
[1]

 与版权产业相近的术语还有“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等，这些术语尽管有所不同，但其主体内容类似，外延范围存在近似或相同、交叉或覆盖的情况。
[2]



随着版权产业的快速发展，关于版权保护与版权产业之间的关系研究，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界尤其是版权学界所关心的焦点。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国内单独研究版权产业或版权保护的成果较多，但关于版权保护与版权产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仍很少，并且极少量的关系研究多停留于定性描述层面，缺乏相关的经济数据支撑。更多时候，人们直接忽略版权保护是否可以促进版权产业的追问，直奔如何加强版权保护以促进版权产业发展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一方面，在版权保护与版权产业间关系尚不明确时，只谈加强版权保护，则版权保护存在的基础——促进版权产业发展——似乎有些不稳；另一方面，版权保护与版权产业之间关系的重点不在于版权保护的“有无”与版权产业效益之间有何关系，而在于“在什么条件下”（特别是在怎样的版权保护强度下）版权保护会促进或阻碍版权产业效益。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厘清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为使版权保护强度、版权产业经济效益与版权产业社会效益三个关键概念具有可操作性，本研究首先基于文献构建出一套由“立法保护强度”和“实际执行程度”组成的版权保护强度评估指标体系，然后梳理出版权保护对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可能影响机制，继而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本章研究选择的时间段为1991—2014年。选择1991年为研究起点的理由是该年度中国开始执行第一部《著作权法》，《著作权法》的执行标志着版权保护制度的正式确立。选择2014年作为研究截止时间的理由在于该年度为能查得所需数据的最新年份。

关于版权保护与版权产业效益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实践界，无论是经济学家、律师、政府官员，还是诸多非法律专业人士，多主张强有力的版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正因如此，美国近年来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进程中，一直向世界其他国家灌输强有力的版权保护制度理念。
[3]

 然而在学术界，目前学者关于版权的研究多包含于知识产权研究中，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也并不统一，大体可以分为“版权有益说”和“版权怀疑说”。
[4]



支持“版权有益说”的学者认为，强有力的版权保护制度，能够通过赋予作者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刺激其创新动力，为社会生产出更多文化作品。譬如，德姆塞茨（Demsetz）将版权制度看作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使得私人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变得可能。
[5]

 兰德斯（Landes）和波斯纳（Posner）从版权产品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特性出发，认为版权保护的法律性、持久性能够赋予文化产品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售出，以弥补作者的创作成本，从而保证创意活动能够持续经营下去。
[6]

 同样，在实证研究中，安德烈斯（Andres）通过考察全球24个国家在1994、1997和2000年这三年的版权数据，发现版权保护能够提高盗版商的盗版成本，从而保护了创作者与正版出版商的利益。
[7]

 姚颉靖和彭辉采用灰色关联法对1999—2008年中国的版权保护与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版权保护对我国的创新投入能力、产出能力和管理能力均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
[8]



支持“版权怀疑说”的学者则认为版权本身就具有某种垄断属性，为创作者提供较强的版权保护。一方面，会阻碍社会公众及时地获取并利用版权产品，从而使得公众的创造性空间变得十分狭窄，导致版权产品生产数量的下降
[9]

 ；另一方面，从社会总福利来看，版权尽管能够为创作者带来一定的额外报酬，但垄断所导致的高价格会将这种报酬转移给一般公众支付，造成市场机制的失灵
[10]

 。因此，较强的版权保护制度并不会导致版权产品数量的增加，并且可能影响社会公众的经济福利。

尹（Yoon）从微观经济学理论模型出发指出，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会减少因版权产品生产不足而引起的社会损失；但对于公众未能充分利用版权产品而引起的社会损失，则具有不确定性，即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综合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总福利（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之和）与版权保护强度之间大体呈现倒U形关系：当版权保护强度未达临界值时，版权保护对社会总福利具有促进作用；而超过临界值后，过度的版权保护则可能会促使版权人更多地维护版权，阻碍公众接触版权作品。
[11]

 同样，该观点也得到了验证，姚颉靖和彭辉通过对2006年56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版权进出口贸易额随着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起初增加然后减少，两者呈倒U形关系。
[12]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在版权保护与版权产业效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但其趋于一致的观点为，版权的保护是必要的，通过保护创作者的经济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给予其创作激励，有利于促进版权产品数量或种类的增加；但是，过度的版权保护，则又不利于社会公众及时地获取作品、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化进步、艺术繁荣带来的利益，同时也会导致版权保护执法成本的增加。
[13]

 可见，版权的核心在于权衡创作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国内外著作权法同时强调版权保护和合理使用制度的重要因素。

此外，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文献，偏向于考察版权产业的经济效益或版权产品的数量，而未考虑版权产业的社会效益或版权产品的质量问题。由于中国版权产业尤其是传媒产业特别强调社会效益，因此，本章除关注版权产业经济效益外，还关注版权产业社会效益。

第一节　变量的测量

本章研究涉及的重要变量包括版权保护强度、版权产业经济效益与版权产业社会效益，除此之外，还包括若干控制变量。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上述重要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即测量指标。

一、版权保护强度的测量

在构建版权保护强度的操作性定义指标时，这里主要参考了学者吉那尔特（Ginarte）和帕克（Park）、勒纳（Lerner）、彭辉和姚颉靖等人的指标体系
[14]

 ，并遵循以下两个原则：原则一，根据现有的文献和数据资料，所选的指标体系能够反映我国版权保护的实际情况；原则二，这些指标能够最大限度地区分出不同时间段之间版权保护强度的差异。最终构建出的版权保护强度操作性定义指标与测量方式如下。

版权保护强度的测量指标体系应由包括保护客体、条约成员资格等立法方面的评价指标和涵盖基本保护成本、管理和执行等执法方面的评价指标所构成。
[15]

 并且版权保护强度等于立法保护强度乘以实际执行程度，其中实际执行程度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版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被执行，1表示法律规定的版权保护条款被全部执行。其理由主要是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律体系本身还不够完善，立法保护与实际保护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16]



其中立法保护强度的测量，主要参考吉那尔特和帕克的指标体系
[17]

 ，包括：（1）保护客体。按照《世界版权公约》将客体的类别划分为“文字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等9类。（2）国际条约成员。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版权国际条约有《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罗马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协议）等7项。（3）权利限制。分为是否有“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制度”等3项内容。（4）执行机制。选取“诉前禁令”“既发侵权”“技术实施权”“诉前证据保全”以及“全面赔偿原则”等5项内容作为度量版权执行机制的指标。（5）保护期限。参考正常国际版权保护期70年的标准，当版权保护期限小于70年时，计算方法为保护期限除以70；当等于或超过70年时，计算结果为1。以上各类测量指标除保护期限外，其计算方法均为每符合一个选项则计分1/n（n为类别中包含的内容选项数量）。

关于实际执行程度的测量，吉那尔特和帕克认为应当从“侵权事件进入法庭的百分比”“法官和执法人员的态度”和“侵权赔偿金额”三个层面进行考察；但囿于司法数据披露有限，吉那尔特和帕克的研究最终利用“公众对执法系统（法院、政府官员和判决结果）的抱怨度”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简称USTR）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USITC）报告中存在的版权投诉类型来衡量实际执行程度。
[18]

 基于此，本研究依据我国版权保护实际情况和已公开披露的司法、行政保护数据，采用以下指标测量中国版权实际执行程度：（1）司法保护水平，包括“律师数量”和“地方法院受理版权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其中律师数量，由于无法获取历年版权律师或法官的相关数据，姑且采用全国律师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且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律师人数达到万分之五时，该国的司法保护水平达到较高水平
[19]

 ，因此，律师数据最终以万分之五为标准进行换算；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量，由于2014年对应的数量为历年最高，将其作为标准“1”，其余年份以此进行换算。（2）行政保护及管理水平，包括“立法时间”“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和“行政收缴盗版品数量”。其中立法时间，参照世界各国的版权实践过程，一个国家版权法律体系的相对完善大致需要经历30年时间，因此当我国的立法时间小于30年，计算结果为实际立法时间除以30，当等于或超过30年时，计算结果为1；行政处罚案件数量，由于2003年对应的数值最高，以其作为标准“1”，2003年之前的年份以此进行换算，2003年之后年份的结果均为1；行政收缴盗版品数量的处理，与行政处罚案件数量的处理类似，以2005年作为分界线
[20]

 。（3）监督机制，包括“行业监督机制”和“国际监督机制”，其中行业监督机制，选取是否有音著协、文著协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5项，每符合其中一项得1/5分；国际监督机制，选取是否为WTO、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的成员国来测量，每符合其中一项得1/3分。最终按照各二级指标满分为1/3分进行换算。

二、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的界定及测量

目前，学界较缺乏版权产业经济效益测量指标方面的相关研究。不过，在文化产业领域，学者多采用产业增加值、产业综合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来测量文化产业经济效益。
[21]

 姚颉靖和彭辉则通过文化产业增加值、版权输出量和版权合同登记量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出能力。
[22]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最终拟从“国内版权生产”与“国际版权贸易”两个层面衡量中国版权产业经济效益。在“国内版权生产”层面上，由于版权保护的实质在于平衡版权所有者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间的关系，因此从个人私利角度，拟采用“版权产品产量”测量版权保护对版权所有者生产版权产品积极性的影响。由于数据披露有限，本研究最终采用“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估量“版权产品产量”。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数值可能会低于实际的版权产品产量。从公共利益角度，拟采用“人均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来衡量版权保护所带来的社会总福利的变化。由于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2013年接受《人民日报》访谈时曾明确提到“版权产业中的核心版权产业和文化产业外延、内涵大致相同”
[23]

 ，因此本研究最终采用数据更丰富的“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代替目前只能得到2004—2014年数据的“人均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并且将“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与“人均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视为等同的概念。从国际版权贸易层面看，本研究选取“版权进出口贸易差额”进行衡量，受公开披露数据所限，最终采用“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即版权产品进口种数减去出口种数）估量“版权进出口贸易差额”。本研究虽尽可能结构化衡量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的上述三项指标，但由于可借鉴的此类研究成果较少，因此该指标建构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三、版权产业社会效益的界定及测量

关于版权产业的社会效益评估方面，国外学者多从内容的多样性或差异性来考察。沃尔夫（Wurff）和库伦伯格（Cuilenburg）认为，内容多样性应包括反映多样性和开放多样性。其中，反映多样性指媒介内容是否按照读者的偏好来呈现主题和观点，开放多样性指媒介内容等比例报道所有合理的主题和观点而不考虑受众的支持。
[24]

 基于此，浅井澄子（Asai Sumiko）采用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测量内容的多样性，即将节目内容按照不同类型划分，从而测量总体节目的集中度；用赫尔曼偏差指标（Hellman's deviation index）来反映内容的差异性，即不同媒体所提供的节目类型、节目时长是否完全相同。
[25]

 麦克唐纳（McDonald）和林（Lin）则认为，均值的差异并不能真正反映内容的多样性，从而将原本应用于生物学中多样性水平测量的辛普森系数（Simpson's D）引入传媒领域
[26]

 ，目前该指数已被国内外多位学者采用。基于此，本研究根据目前我国版权产业的相关披露数据，选择通过“版权合同登记数量”和“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指标来间接测量我国版权产品的生产数量以及其对应的多样性特征。

其中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采用辛普森系数。

[image: 02]


其中k为主题分类的个数，按照《中国版权年鉴》中对版权产品采用的分类标准方式，包括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包括美术、摄影作品，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等8项。pi
 则表示分类对象i占整体版权合同数量的比例。辛普森系数的变化范围在0~1之间，其中0表示多样性为0，1表示多样性程度最高。

四、控制变量的度量

影响文化产业效益的因素除了版权保护强度以外，还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素质、产业组织结构等。
[27]

 因此，本研究将前人认为影响文化产业效益的最重要外来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成人识字率”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具体的变量及指标分布如表2-1所示。

表2-1　本研究主要变量及指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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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首先，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的关系分为：

H1：版权保护强度与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H2：版权保护强度与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H3：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其次，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社会效益的关系分为：

H4：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H5：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第二节　关键变量的描述统计

在分析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效益之间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以观察其近年来的大致发展趋势。

一、版权立法保护强度

我国的版权立法保护强度，自1991年国家版权局实施第一部版权法——《著作权法》以来，整体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其中，1992年的强度提升，主要由于我国在该年加入了两个主要的版权国际公约——《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的强度提升，主要由于我国在该年加入了WTO，并开始正式实施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TRIPS协议。同时，为了与该协议保持一致，国家对原有的版权政策法规进行了适应性的修正，如在“保护客体”中增加了“建筑作品”内容，增加了“诉前禁令”“既发侵权”等5项“执行机制”内容；2006年强度的再次提升，主要由于我国在该年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版权立法保护强度的不断提升，一方面是为了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对版权立法保护工作的重视。1991—2014年，中国版权立法保护强度各项指标得分如表2-2所示。

表2-2　版权立法保护强度的各项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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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项数据根据原始数据四舍五入半流小数点后两位，而合计数据通过单项原始数据得出后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年鉴》《著作权法》《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录音、录像出版物版权保护暂行条例》。

二、版权保护实际执行程度

我国的版权保护实际执行程度，自1991年至2014年，大体经历了一个快速加强的过程，由1991年的0.13增加到2014年的0.87，23年间共增长了5.70倍；对应的版权保护强度，由1991年的0.25上升到了2014年的3.41，期间增长了12.64倍。起点较低说明我国在刚推行《著作权法》时，存在着诸多贯彻保护不到位的情况，而缓慢增强则说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版权保护措施的落实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律师人口比例仍然较低，版权法实施时间较短，导致日常生活中侵害版权事件仍然频繁发生。1991—2014年中国版权保护强度几项指标得分如表2-3所示。

三、版权产业经济效益

从1991年到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从1991年的393.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3940亿元，期间增长了59.79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28]

 ，期间仍增长了21.42倍。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自2000年到2014年，由3174份增加至2014年的997350份，增长了313.23倍。

在版权引进方面，2000年引进的版权种类数量为7343种，2014年则增加至16695种，增长了1.27倍，表现为缓慢增长态势，并且在2010—2014年表现为上下震荡的局面。在版权输出方面，2000年输出的版权种类数量仅有638种，到了2014年则增加至10293种，期间增长了15.13倍，体现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版权进出口方面，2000年版权种类逆差规模为6705种，2014年减少至6402种，减少了4.52%，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少的局面，表明尽管目前我国在版权对外交易方面仍处在文化低地的位置，但贸易逆差量正在不断减小。1991—2014年中国版权产业经济效益各项测量指标状况如表2-4所示。

表2-3　版权保护强度的几项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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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司法保护中全国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自《中国律师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司法保护中地方法院受理版权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和行政保护数据均来自《中国知识产权年鉴》。

表2-4　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的测量指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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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化产业增加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数据来自《中国知识产权年鉴》。

四、版权产业社会效益

关于版权产业的社会效益，数据显示，自1998年到2014年，中国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1998年的4959份上升到2014年的17376份，期间增长了2.50倍，年复合增长率为8.15%，远低于同期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复合增长率18.54%。与此同时，期间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除个别年份（1998、2011年）外，整体处在0.128到0.344之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这说明期间我国的文化产业在经济总量上虽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但其社会效益却表现一般。文化产品的数量增长缓慢、产品的多样性保持相对稳定，显示出我国当前在文化领域仍存在着明显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98—2014年中国版权产业社会效益各项测量指标状况如表2-5所示。

表2-5　版权产业社会效益的测量指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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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据均来自《中国知识产权年鉴》。

第三节　版权产业效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衡量版权产业效益。

一、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产业效益方面的影响，为减少数据的波动性，这里对自变量、因变量及控制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同时，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散点图发现，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与版权保护强度、版权立法与执法强度均存在二次曲线关系，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人识字率等存在线性关系，因此构建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如下：

lnRt=α+β1
 *（lnCRt）^2+β2
 *lnCRt+β3
 *lnPGDPt+β4
 *lnALRt+u1


其中t为1991年至2014年所有涉及货币价值的均以1991年为基准消除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R表示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CR表示版权保护强度；P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LR表示成人识字率。系数β1
 、β2
 、β3
 、β4
 分别表示版权保护强度（β1
 、β2
 ）、国内生产总值、成人识字率对文化产业经济收入的影响；u1
 表示方程对应的残差。

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方法（ADF）分别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测，发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变量同时进行一阶差分后，再次检验平稳性，发现除人均GDP外，其余均呈现较好的平稳性，进而对人均GDP采取二阶差分，结果如表2-6所示。

表2-6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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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进一步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经济学关系。本研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其进行鉴别（由于人均GDP的单整阶数不同于其他变量，故对其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发现，变量间在0.05的水平上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见表2-7），故不存在伪回归问题，进而进行回归分析。

最后，通过回归方程拟合得出lnRt
 =-4.04+0.732*lnRt-1
 +6.377*ALRt
 （见表2-8）。对上述协整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t统计量为-5.542，大于0.01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t检验临界值-2.674，因此推翻了残差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残差是平稳的，该协整分析是可靠的。据此得出研究假设H1不成立，即版权保护强度对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无显著性影响。

协整检验结果只证明了变量CR2
 、CR、d（lnPGDP）、ALR和ln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检验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变量之间的作用方向。Granger检验显示：第一，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版权保护强度以及版权保护强度的平方值不是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原因，相反，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对版权保护强度及其平方值会产生显著性影响；第二，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人均GDP的增长率与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并非互为因果关系；第三，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人识字率是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原因（见表2-9）。总而言之，在我国，版权保护强度与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版权保护强度对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起作用，而是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提升导致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

表2-7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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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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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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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上述同样的步骤，得到“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方程lnREGt
 =12.18+2.74*CRt
 ，据此可判断研究假设H2成立，即版权保护强度的提升对“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同时，由于CR2
 、CR、d（lnPGDP）、ALR等自变量对“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不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可能性系数Sig.值均大于0.05，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H3不成立，即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不产生显著性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版权产品出口种数”lnTETt
 =-17.73+0.21*CRt
 +29.72*ALRt
 ，表明随着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版权产品出口种数”呈现显著提升效应；而CR2
 、CR、d（lnPGDP）、ALR等自变量对“版权产品进口种数”不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可能性系数Sig.值均大于0.05，说明自变量对“版权产品进口种数”无显著性影响。

二、版权产业社会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产业社会效益方面的影响，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模型拟合前需对其进行平稳性检测。

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方法（ADF）分别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测，发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非平稳序列。对所有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后，再次进行平稳性检测，发现除成人识字率、人均GDP外，其余均呈现较好的平稳性，进而对成人识字率、人均GDP采取二阶差分，结果如表2-10所示。

表2-10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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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散点图发现，版权合同登记数量、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与版权保护强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人识字率等均存在线性关系（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人识字率的单整阶数不同于其他变量，故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因此拟构建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如下：

lnCCt=α+β1
 *lnCRt+β2
 *d（lnPGDPt）+β3
 *d（ALRt）+u1


lnCDt=γ+δ1
 *lnCRt+δ2
 *d（lnPGDPt）+δ3
 *d（ALRt）+u2


其中t为1998年至2014年所有涉及货币价值的均以1998年为基准消除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CC、CD分别表示版权合同登记数量和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P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LR表示成人识字率。系数β1
 、β2
 、β3
 分别表示版权保护强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人识字率对版权合同登记数量的影响；δ1
 、δ2
 、δ3
 分别表示上述自变量对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的影响；u1
 、u2
 表示方程对应的残差。

再次，为了进一步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经济学关系。本研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其进行鉴别，结果发现变量间在0.05的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见表2-11），故不存在伪回归问题，进而进行回归分析。

表2-11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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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回归方程拟合得出lnCCt
 =7.53+0.19*CRt
 （见表2-12）。对上述协整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t统计量为-3.838，小于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t检验临界值-2.728，因此推翻了残差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残差是平稳的，该协整分析是可靠的。据此得出研究假设H4成立，即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合同登记数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表2-12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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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整检验结果只证明了变量CR、d（lnPGDP）、d（ALR）和lnCC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检验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变量之间的作用方向。Granger检验显示：第一，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版权保护强度是版权合同登记数量的原因，相反，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不是版权保护强度的原因；第二，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成人识字率的增加值之间并非互为因果关系（见表2-13）。总而言之，在我国，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能够增加版权合同登记的数量，而不是版权合同登记数量对版权保护强度起作用。

表2-13　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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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上述同样的步骤，发现“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与版权保护强度、人均GDP、成人识字率之间均不存在长期的协整效应（见表2-14）；并且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也显示，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与上述自变量之间并不互为因果关系，由此推断出研究假设H5不成立，即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并不会导致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的提升。

表2-14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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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本章通过构建一套由立法强度和实际执行程度组成的版权保护强度评估指标体系，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揭示出我国现阶段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效益的关系。

一、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经济效益

（1）版权保护强度对“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自1991年正式实施第一部《著作权法》以来，我国的版权保护强度呈现逐年增大趋势，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2000年至2014年之间，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呈现显著增加态势。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版权保护强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Beta=2.742，Sig.=0.002）。

虽然“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可能低于实际的“版权作品产量”，但在“版权作品产量”数值不可得的情况下，考虑到“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与实际“版权作品产量”间的相关性，可以认为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前文文献回顾基本一致，即“强有力的版权保护机制，能够促进作者的创新动力，为社会生产出更多数量的文化作品”
[29]

 。

（2）版权保护强度对“人均文化产业（人均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无显著性影响，我国版权保护强度的提升可能是文化产业/版权产业发展推动的结果。

自1991年到2014年，我国“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得到了明显提升，通过分析版权保护强度与其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版权保护强度作用于“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而更可能是“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提升导致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从而说明我国版权保护强度的提升，可能是文化产业发展推动的结果。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随着文化产业的增长，该产业利益代表有足够的动机与力量去推动相关部门完善与加强中国的版权保护。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版权保护强度对“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无明显影响，但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下，版权保护强度对“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呈现U形结构，这与尹通过经济学理论模型得出的“两者之间呈倒U形关系”结论相反。其原因可能是：尹得出的结论，建立在消费者对版权产品的需求曲线恒定不变，以及消费者对正版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系数是稳定的之基础上。但在我国实践中，由于早期盗版猖獗，不少消费者习惯于购买价格低廉的盗版产品，正版产品相对较高的定价可能会高于其心理价位。这就导致在消费者消费正版产品的习惯形成之前，版权保护强度的提升反而会抑制消费者文化方面的需求；而随着消费者对正版产品消费习惯的逐渐形成，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产业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尹“倒U形结构”的第一阶段，即版权保护强度的增大，会增加因版权产品数量提升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同时因公众未能充分利用版权产品而造成的社会损失有限。

（3）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与“版权产品进口种数”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版权产品出口种数”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在“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方面，自2000年到2014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局面，表明尽管我国在版权对外交易方面仍处在文化低地的位置，但其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影响因素方面，版权保护强度、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均对其不产生显著性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变量对“版权产品进口种数”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产品出口种数”表现为正向积极作用关系，说明目前数据虽无法证实版权保护强度与中国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地位相关，但可以证明版权保护强度的提升对中国“版权产品出口种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中国实现“走出去”战略。

二、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社会效益

（1）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合同登记数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自1991年我国实施第一部版权法《著作权法》以来，我国的版权保护强度呈现逐年增加趋势，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期间我国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合同登记数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两者之间表现为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版权保护强度的加大，能够显著增加版权合同登记数量。该结论的得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产品的生产数量具有提振作用，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30]



（2）版权保护强度对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无显著性影响。

版权合同登记多样性，自1998年到2014年，除个别年份（1998、2011年）外，整体处在0.128到0.344之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与版权保护强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r=0.186，Sig.=0.523）。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版权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主动去迎合受众对特定版权产品的偏好，如电影、图书等，而非追求版权产品的多元化。
[31]



当然，本研究作为一项聚焦中国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间关系的探索性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第一，样本数量略显不足，特别是关于“作者版权自愿登记数量”“版权进出口贸易种类差额”方面，使用的是从2000年到2014年这15年的数据，能否推广到更长时间段还有待考证；第二，受目前国内公开披露数据所限，衡量版权产业经济效益、版权产业社会效益的指标均只能采用与其相接近的指标，这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虽为不得已之选，但在客观上成为本研究的一个瑕疵；第三，受数据所限，衡量“实际执行程度”的变量指标仅仅反映了我国实际执行程度的一个方面。比如在“司法保护程度”上仅选择“律师比例”和“地方法院受理版权一审民事案件数量”两项指标，受公开披露数据所限未能将审判的质量、审判的结果等可能影响版权保护强度的因素纳入指标体系。上述不足，亦提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在数据条件具备时进一步优化现有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则需要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以弥补量化研究方法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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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概览篇

虽然有资料声称中国早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版权保护声明”
[1]

 ，但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不仅有着“不许覆板”
[2]

 的表象，更蕴含倡导言论自由、知识创新、天赋人权等近现代社会价值理念。因此，南宋时期所谓的“版权”与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二字差异巨大。中国当前语境下的版权理念与制度与其说萌发于自身历史，倒不如说是直接舶自欧美。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著作权法》。该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此后，该法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完成第一次修正；根据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完成第二次修订。2012年3月征集法律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发布《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草案。

虽然自1990年起算，中国正式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版权保护较英国落后了近三百年，较美国与法国落后了二百年左右
[3]

 ，但1991年中国实施《著作权法》后迸发出巨大的“后发优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1991年（正式实施《著作权法》的年份）的393.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3940亿元，增长了近60倍。借鉴外来先进思想与制度赢得低起点上的快速增长当然是好事，但“跑得太快”往往伴随着社会整体意识、制度建设及实践水平滞后于“奔跑速度”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好地了解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现状，我们有必要以英美传媒版权管理为参照系
[4]

 ，审视当前中国传媒版权管理概况。第三、四、五章将依次介绍美、英、中传媒版权管理概况，并总结美英传媒版权管理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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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理论上看，本部分应增加一两个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中国版权管理的参照系。但是，一方面本书作者不熟悉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语言，另一方面英国创意产业、美国文化产业/版权产业体量巨大，其操作实践对中国影响较大。因此，本部分只选英美两国作为中国版权管理的参照系。


第三章　美国传媒版权管理概览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颁布版权法的国家之一。1790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第一个联邦版权法案1790年《版权法》，该法案随后经历多次修订和变更，目前已与1998年针对互联网版权保护而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一起，被视为美国版权法领域最重要的两部成文法，为美国版权产业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传媒等版权企业处于高度成熟的市场化运作环境之中，充分重视版权的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管理工作，建立了一条从内容策划、制作、发表到衍生品开发、销售的产业链，充分开拓版权带来的利润空间，推动着美国版权产业的快速增长。目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版权出口大国。对美国版权产业尤其是传媒业版权管理状况的分析可以为中国提供经验。

本章第一节简要介绍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二节介绍美国传媒企业的版权生产、开发、交易及保护等管理活动；第三节则介绍美国国家和社会管理部门对版权行业的规制、协调与控制，并简要对比中美版权制度存在的一些差异。

第一节　美国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将与文化产品相关的产业命名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不同，美国将其命名为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y），以凸显版权在该产业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美国既是目前世界上版权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运用统计数据测量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国家。
[1]

 1990年11月，代表美国版权产业的私营商业协会联盟——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发布了第一期《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 in the U.S.Economy），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专门分析版权产业的报告。截至2016年5月，该联盟已发布15期此类报告。

在既往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中，版权产业的构成以2004年发布的第10期为分界线而有所不同。具体来讲，2004年之前的9份报告将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分配性版权产业”和“相关性版权产业”四个部分；而2004年以后（包括2004年）的报告则是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3年发布的《以版权为基础的产业经济贡献调查指南》（Guide on Survey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Copyright-Based Industries）为标准，将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业”（core copyright industries）、“部分版权产业”（partial copyright industries）、“非专用性支持性版权产业”（non-dedicated support industries）和“相互依赖性版权产业”（interdependent industries）四个部分。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指研制、生产和传播享有版权的作品或受版权保护产品的产业，包括图书出版、唱片、音乐、报纸和期刊、电影、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以及电脑软件（包括商用和娱乐软件）；“部分版权产业”指部分物品享有版权保护的产业，包括纺织、家具、建筑等；“非专用性支持性版权产业”指将版权产品分配到商务领域和消费者，包括版权产品分配过程中的运输服务以及批发和零售；“相互依赖性版权产业”指生产、制作以及销售用来创造、生产和使用版权产品所必需的配件和设备，包括电视机、录像机、个人电脑，照相机、空白刻录材料和特种纸张等。上述四部分合在一起统称“整体版权产业”（total copyright industries）。
[2]



自1790年颁布第一部版权法至今，美国通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其版权管理制度，形成了如今的以版权法为基础、相关版权组织政策为支撑的版权保护体系。该保护体系所支撑的美国版权产业体量巨大，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

首先，版权产业增加值（added value）
[3]

 在美国GDP中占比较高，增速超过GDP。

IIPA发布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数据显示，美国版权产业总增加值由1987年的2476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19217亿美元，期间增长了6.76倍，对应占GDP的比重由5.45%增加至11.44%；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也由1987年的1476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11266亿美元，期间增长了6.63倍，对应占GDP的比重由3.25%增加至6.71%（见图3-1）。
[4]

 同时，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三大产业（建筑业、医疗和社会保障业、金融和保险业）对应的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114亿、12009亿和11146亿美元，分别为同期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的54.27%、106.60%和98.93%。此外，2009—2013年间，美国整体版权产业和核心版权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5%和3.90%，明显高于同期美国整体经济2.25%的增长率。由此可见，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占据显著地位。

其次，美国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巨大，从业者薪水较高。

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整体版权产业和核心版权产业雇用的从业人员人数分别为1073.15万和512.63万名，分别占美国私企雇员总数的8.20%和3.92%；而到了2013年，整体版权产业和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达到了1120.68万和547.07万名，分别占美国私企雇员总数的8.26%和4.03%，对稳定美国就业率贡献卓越（见表3-1）。

同时，2009年美国整体版权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薪水为年薪69692.68美元，2013年增至77942.35美元，分别较同期美国所有产业雇员的平均薪水高16.99%和18.59%；核心版权产业从业人员的年薪水平则更高，2009年和2013年分别为78199.80美元和87859.69美元，较同期美国所有产业雇员的平均薪水高出30%以上（见表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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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87—2013年美国版权产业增加值（单位：亿美元）及占GDP的比重

表3-1　2009—2013年美国版权产业和所有私营企业的从业人数　单位：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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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09—2013年美国雇员的人均薪酬　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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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版权产业对美国对外销售与出口贡献巨大，超过美国其他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

《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报告选取了包括录音产业、影视产业（电影、电视、录像磁带）、软件产业、非软件出版业（报纸、图书、期刊等）四类有代表性的核心版权产业作为样本，量化其海外市场销售额，分析美国版权产业对美国外贸出口的重要性。

数据显示，2009—2013年间，这四种核心版权产业的对外贸易额分别为1295亿、1340亿、1421亿、1453亿和1563亿美元，对应的2010、2011、2012、2013年增长率分别为3.46%、6.00%、2.31%和7.56%（见表3-3）。同时，2013年美国四大核心版权产业对外贸易额为1563亿美元，也远高于美国经济中其他关键产业部门的对外贸易额，如美国化学工业（不包括非制药和药品）、航天航空业、农产品、食品及其同类产品、制药和药品产业2013年对应的对外贸易额分别为1478亿、1283亿、689亿、688亿、516亿美元。
[6]



表3-3　2009—2013年美国版权产业对外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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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传媒企业的版权管理

传媒企业的版权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版权生产与开发、交易、保护等。版权产业的源头在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优质作品。美国作为世界版权产业大国，其版权生产与开发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版权交易为实现版权财产权价值的必要流通环节。版权保护则是抵御侵权盗版、确保版权所有者可以从版权中充分获利的必要措施。

一、传媒版权生产

在美国，版权法所保护的传媒作品类别十分广泛，涉及图书出版、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唱片等诸多行业，这导致美国传媒企业的版权生产存在行业差异。尽管如此，整体上看美国传媒企业在版权生产领域中仍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一）充分重视用户的需求

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代表，信奉自由市场主义，这些特征导致了美国传媒企业十分重视并不断追求满足用户的需求。早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与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曾在美国报业史上掀起了“黄色新闻”浪潮，通过采用极度夸张甚至捏造情节的手法来渲染新闻事件，以满足读者对多元化信息特别是娱乐信息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的普及与应用，越来越多的美国传媒企业开始试图应用这些新技术洞察并满足用户的需求。例如奈飞（Netflix）在拍摄电视剧《纸牌屋》前，通过大数据调研发现：喜欢观看20世纪90年代BBC版《纸牌屋》的观众，同样是导演大卫·芬奇和演员凯文·史派西的影迷，据此定下了本剧的导演和主演；同时，在剧集制作过程中，通过每天收集奈飞网站上成千上万的用户行为（包括暂停、回放、快进和评论等）数据，来推测用户的需求，进而根据用户需求不断调整和改进剧情发展、人物塑造等，最终收获较高的收视率。
[7]



（二）创造性地搭建“公众委制”平台，催生大量公众参与生产的作品

公众委制（crowd sourcing，亦被译作群众外包或公众外包）一般被认为包括公众智慧（crowd wisdom）、公众创造（crowd creation）、公众投票（crowd voting）和公众集资（crowd funding）。
[8]

 其被界定为“将传统上由员工或承包者执行的工作，经由公开的召唤，委托给不确定的大批人（群众）”
[9]

 。亦可简单理解为借助网络吸引公众贡献自己的知识与想法、创造力与解决办法或资金等以完成生产的方式，“属于晚近公众参与文化生产的过程”
[10]

 。YouTube、Twitter、Wikipedia、Quora、Spot.Us、Kickstarter等均诞生于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带动一批“模仿者”。譬如中国的优酷、微博、百度百科、知乎等分别带有YouTube、Twitter、Wikipedia、Quora的痕迹。

公众委制生产方式体现出“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公众智慧、公众创造等方式产出的内容为UGC。YouTube、Twitter、Wikipedia、Quora等包含大量UGC。

公众集资（或称为群众集资，在中国内地常被称为“众筹”）为公众委制的一种形态。其被界定为：“集体合作、相互关注与信任的人们，经常经由网路形成网络，并共同出钱与提供资源，支持其他人或组织所发起的活动”
[11]

 。大多数公众集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并不复杂。以成立于2009年的美国文化创意产业融资平台Kickstarter为例，其运作方式基本为：项目、创意的提供者即资金的需求方在Kickstarter平台上提出申请，然后由Kickstarter审核该项目，审核通过的项目会被放在网站上向公众展示并筹集资金。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项目募资超过预期金额即算项目融资成功，相关投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投资额度获得相应回报，而Kickstarter则收取募集金额的5%作为佣金；如果募资未达到预期金额则宣告项目融资失败，所募的资金将自动返还支持者账户。
[12]

 Kickstarter自成立以来，运转良好。2014年1月，在美国犹他州举行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展映的影片中，有近20部是从Kickstarter平台上融资的。
[13]

 其官方发布数据亦显示，2015年Kickstarter从多达百万的投资者手中共募得资金144407094美元。自成立以来，Kickstarter为创业者累计融资已超20亿美元。
[14]



有学者将美国有代表性的新闻类公众集资案例汇总如下（见表3-4）。

表3-4　美国部分公众集资案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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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道媒材为中国台湾地区的说法，即报道素材。

资料来源：胡元辉.群众资助新闻业：从资讯协作到经济协作的公民参与//公众委制新闻的时代来临.台北：优质新闻发展协会，2012：80-102.

（三）产业融合导致版权生产模式的变化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传媒产业的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不同产业形态间森严的壁垒已被打破，图书出版、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这迫切要求媒体在版权生产模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例如在新闻生产领域，美国传媒公司尝试采用“融合生产”模式，以便减少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降低新闻生产成本。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 News Center），将旗下的报纸网站、电台和电视台的编辑部门集中起来共同完成生产便是一种尝试。
[15]



目前美国不少传媒集团已成立专门的数字媒体部门，如新闻集团的新数字媒体公司、迪士尼的互动媒体集团等。这些部门的建立，逐渐模糊了传统的各业务部门、各频道之间的界限，通过整合集团已有的内容资源，以完成数字内容的生产，并提高内容资源的利用率。譬如CBS的新闻中心，通过整合原属于广播、电视和网络的三个新闻团队，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生产出数字化内容，而且能够有效避免公司内部的恶性竞争。

（四）版权生产团队的精细分工与流程控制

随着传媒产业的逐渐发展和产业链的不断细分，版权生产团队的分工更加精细。例如在好莱坞电影生产过程中，总导演、导演助理、制片经理、编剧、音乐师、摄像师、灯光师、场景经理等团队成员各司其职，确保了影视作品的剧本设计、场景布置、演员挑选、配乐生成、剪辑加工等各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人员负责。
[16]

 同时，版权生产团队也非常重视对生产流程各个环节的把控。例如，一部影视剧通常需要经过以下四个阶段：前期拍摄准备阶段、正式拍摄阶段、后期加工阶段和作品传播阶段。前三个阶段都与版权生产有关。如在前期拍摄准备阶段中，团队会充分调研分析主要目标用户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从而锁定目标用户和市场，确定影视剧的主题、类型和演员等要素；在影视剧正式拍摄和后期加工阶段，团队会充分结合用户的观看需求，对节目进行拍摄、录制、剪辑和编码等。
[17]



（五）充分利用各种融资渠道，获得版权生产所需要的资金

信息产品“生产成本很昂贵”并且具有“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特征：“任何信息或娱乐产品的全部价值直到生产者已付过几乎全部的生产成本后才能被评定。只有很有限的时机可以测试特定媒介产品（例如电影、图书或CD）的市场行情，并且测试只能在已支付大部分开发成本（development cost）之后、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去做。这增大了新生产过程中每一举动的财务风险”
[18]

 。高生产成本、高风险使传媒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融资渠道，获得版权生产所需资金这一生产要素。目前，美国传媒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债权融资，另一种是股权融资。在债权融资领域，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主要的融资渠道；而在股权融资领域，主要的融资渠道则有发行、服务机构和外部投资者等。

（1）银行和其他借款机构。

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资金规模巨大、借贷利率偏低而成为诸多传媒企业青睐的融资渠道。但与其他融资渠道相比，这类机构对版权的投资较为保守。考虑到版权属于无形资产、难以很好地评估其价值等客观情况，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倾向于向大型的版权制作公司提供资金，固定资产规模小、缺乏资产抵押的中小型版权制作公司则很难通过该渠道募集到资金。
[19]



（2）服务机构和发行机构。

在美国，电影制作公司等传媒版权生产企业有可能获得其上下游企业——服务机构和发行机构的融资。服务机构主要指为版权生产提供场地、录音棚、拍摄设备等的公司，它们若对未来的版权收益充满信心，便有可能允许制作方以低廉的价格或以应收账款的形式使用其服务，并要求制作方在制作完成后还清债务或给自己一定的利润分成。发行机构主要指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电影院线公司、音像发行公司等发行渠道。发行渠道同时为版权的潜在客户，若其看好未来的版权收益，便可能向版权生产环节投资，并要求著作权人销售版权时给予自己一定的优惠价格或利润分成。
[20]



（3）外部投资者。

由于近年来美国传媒业增长较快，外部投资者特别是风险投资公司开始逐渐关注该领域内的投资项目。被外部投资者看中的版权生产项目有可能获得启动资助及进一步融资支持，当然，外部投资者将有权享受利润分成。如2004年美林与派拉蒙达成合作，建立名为Melrose的私募基金，准备向派拉蒙年度计划生产影片（包括《世界之战》《碟中谍2》等）投入资金。
[21]



（六）注重合作生产

合作可以产生协同优势。随着近年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传媒企业一方面不断依靠自身力量加强版权生产，另一方面也在生产领域内积极寻求与其他公司的合作。这种合作一般都是为了弥补单一市场主体所存在的“资源缺口”，以实现互惠互利。譬如2015年10月，《纽约时报》与谷歌合作生产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报道，并为该报的订阅者提供100多万个纸板做成的虚拟现实眼罩。此项合作促成了《纽约时报》新闻报道能力与谷歌虚拟现实技术的整合。再如预计于2018年上映的电影《巨齿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业、美国亚比利娱乐公司与中国华人文化基金旗下引力影视、旗舰影业共同制作。对美国公司来讲，与中国公司合作生产电影至少有以下好处：第一，有利于美国电影制作公司更好地熟悉、适应中国市场；第二，可以突破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时配额方面的限制；第三，合拍片在中国上映时，片方分账可达43%而非25%（以进口片身份上映的外国电影，其片方分账为25%）。正是由于合拍片具有上述优势，有报道称2015年中美合拍电影项目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已经立项的合拍电影项目达10部。
[22]



二、传媒版权资源的开发

版权为传媒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传媒版权开发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了传媒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中国传媒企业而言，美国传媒企业在版权开发和利用方面表现得更为娴熟。

（一）开发衍生品，延长版权产业价值链

美国传媒企业对版权衍生品的开发手段相当多样，已形成复杂、立体的版权产业价值链/网。目前美国围绕版权所开发的产品不仅有图书、电视剧、现场演出、唱片、游戏等媒介版权产品，而且还包括品牌动漫形象玩具、日常消费品（如食品、服装等）、主题公园等。

以《纽约时报》为例，该报社作为一家以报业为核心的传媒集团，除了覆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介渠道外，还多方面开发所拥有的版权，如开发填字游戏、结合报纸名牌栏目“《纽约时报》书评”开办网上书店、结合历史资料开设网络电影专题网站movies.nytimes.com等。其中movies.nytimes.com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独家信息，汇集了20年来《纽约时报》的著名影评，回放1929年以来的精彩影评，设有电影资料库、电影票务网、尼尔森数据库。该网站为影迷提供评论园地，刊出电影指南、导演介绍、主要演员介绍，并提供全国电影放映消息、帮助读者网上订票等。
[23]



美国电影行业也很擅长通过层层开发衍生品赚取收入。迪士尼公司2015年收入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电影票房收入仅为73亿美元。

案例：电影《冰雪奇缘》的版权开发
[24]



2013年11月上映的《冰雪奇缘》在北美及国际市场收获了12.7亿美元的票房佳绩，一举拿下动画片历史票房冠军。非凡的票房佳绩为《冰雪奇缘》在版权开发产业链上屡创奇迹奠定了良好基础。

——媒体网络：在美国广播公司（ABC）自制剧《童话镇》
[25]

 中加入《冰雪奇缘》中两位主人公，提高收视率，以此吸引更多广告收入。

——主题公园及度假村：“冰雪奇缘”主题景点相继登陆迪士尼乐园，大大提升了迪士尼乐园的入园率。2014财年主题公园及度假村方面的收入增长了7%，其中美国本土收入增长8%，平均每位顾客的消费增长了5%，游客容量增长了2%。

——影视娱乐：迪士尼电影制作集团把公司的IP授权给Feld Entertainment，开发《冰雪奇缘》的相关演出，还把影视原声唱片等授权给其他公司，用以数字发行、公开场合表演等。

——消费品：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商品的授权经营、出版和零售。2014财年授权经营和出版部分的收入增长了13%，零售及其他部分的收入增长了11%。

根据《冰雪奇缘》开发的消费衍生品除传统的化妆品、服装、玩偶、道具等外，还发布了16款全新的冰雪奇缘主题食品以及医疗保健品。女主角艾莎公主（Elsa）娃娃在美国卖出了2600万美元。电影中主人公安娜和艾莎所穿的“公主裙”以每件149.95美元的价格在全美卖出300万条。仅裙子一项，迪士尼就获得了与《冰雪奇缘》北美票房同等数额的收入。

——互动娱乐：迪士尼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社交网络等平台开发相关游戏《冰雪奇缘：缤纷乐》（Frozen Free Fall）。

（二）向各种渠道、终端延伸，以求提高用户接触率

随着信息传输渠道、接收终端越来越丰富，用户收看的“碎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方便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在任何终端”上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内容，美国诸多传媒企业不得不努力将版权延伸至更多渠道、终端，以求获得尽可能大的用户接触率。譬如时代华纳的HBO GO业务力图实现“全渠道”（广播、电视、卫星电视网络、互联网等）、“全终端”（PC、平板电脑、手机、游戏平台等）的覆盖。

三、美国传媒版权交易

交易（exchange），在汉语中原指以物易物，后泛指买卖商品。在法律层面，《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其界定为“任何由双方为解决有疑问或者有争议的权利要求而达成的协议”
[26]

 。版权交易指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部分或全部财产权通过合同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他人享有的行为。

（一）交易方式

在版权交易市场上，有权从事版权财产权交易的卖方并非均为“作者”，因为他人亦可通过买卖、互易、赠与或遗赠等方式获得“版权转让”，并作为版权交易主体而存在。同时，如果出现著作权代理公司或者代理人时，还将涉及代理公司或者代理人等中介方的问题。目前在美国的版权交易市场上，版权交易的卖方主要包括版权作者，以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内容制作公司、出版社等版权生产方与持有者；中介方为代理公司或者代理人；买方一般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出版社、视频网站等版权需求者。具体的交易形式包括直销、代理制与集体管理，采用直销形式的交易双方之间不存在第三方机构/平台，采用代理制或集体管理形式的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第三方机构/平台。

（1）直销。

在直销这种形式中，版权持有者直接向需求者售卖版权，而无须经过代理公司等中间渠道。譬如美国大量独立电视台（即非电视网的附属台）通过合同的方式直接从NBC、ABC、CBS、FOX等电视网购买版权。

（2）代理制。

在代理制这种形式中，版权买方与卖方经由代理公司来实现版权的转让。在音乐版权领域，索尼的ATV、时代华纳的Chappell Music、环球音乐出版集团都是全美有名的音乐版权代理商。

（3）集体管理。

在版权集体管理这种形式中，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在美国，主要存在美国出版协会、娱乐软件协会、独立电影与电视联盟、美国电影协会、全美音乐出版商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

此外，美国传媒领域内广泛存在辛迪加（syndicate）这种垄断组织形式。譬如特稿辛迪加、图片辛迪加、电视节目辛迪加等。辛迪加组织以现金或者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从著作权人手中获得特稿、图片、电视节目等的额外销售权，然后再将版权作品的发表/播出权等分销给不同的需求者，利用买卖差价获利。由于辛迪加可以多轮次销售版权作品的发表权/播出权并且著作权人可以从每一轮次的销售中分得利益，因此，有利于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
[27]



（二）美国传媒业海外版权交易的拓展

随着国际交流的开展，美国版权不断出口至国际市场，对跨国市场的开发给著作权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譬如，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推出了游戏节目《幸存者》（Survivor），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0年度最佳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在美国播出引起反响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机构向CBS购买了该节目的版权，瑞典、瑞士、丹麦、挪威、意大利、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该节目。
[28]



（三）版权估价模型

版权的价值通过其市场交换价格来体现。在版权市场信息不对称、版权作品之间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确定一项版权的市场价格较为困难。在美国，通常所采用的版权估价模型主要有重置成本法、现金流折现法和价值增量法。
[29]



在图书出版领域，通常参考的是重置成本法，即根据创作图书作品实际发生的费用总和（研发成本、开发成本和法律成本等）进行定价，通常为图书直接生产成本的4～6倍，有时甚至高达七八倍。
[30]

 而在音乐、唱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领域，则主要参考现金流折现法和价值增量法。现金流折现法指版权方根据版权作者的影响力、版权产品播出方的整体实力、市场需求等指标估算版权使用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进而估算出版权价格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适合版权生产方和版权播出方交易时采用，如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转播权售卖给电视台、视频网站等播出平台时，常采用此定价方法。价值增量法指通过比较拥有该版权和不拥有该版权或部分转让该版权情况下公司价值的差额来制定版权价格的方法，此方法通常适合版权播出方与播出方之间交易时采用，如NBC与ABC、CBS之间进行版权交易时常采用此种方法。
[31]



四、美国传媒企业的版权保护

美国传媒企业采取技术、法律等诸多手段保护自己的版权。

技术保护的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或为监测盗版或取证等提供方便。在美国影院市场中，美国企业设计了地区DVD编码，被编码的DVD被限定在某一个地区的播放器上播放，而不能在其他地区进行播放；在影碟市场，为了防止DVD光盘被无限制复制，则采用了“内容干扰系统”（content scramble system，简称CSS）技术，CSS包括加密成分和其他安全与识别措施，要求DVD播放器在输入密码的情况才能正常播放DVD光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版权产品由于复制成本低、监测难等特点，衍生出了诸多数字媒体侵权现象。对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Digimarc公司率先开发出了第一个商用数字水印软件Digimarc滤镜；同时，该公司还推出了媒体桥（mediabridge）技术，利用这一技术，用户只要把含有Digimarc水印信息的图片放在网络摄像机（web camera）前，就可以直接连接到与图像内容相关的网络站点，从而起到版权检测、追踪的作用，防止盗版和侵权行为的发生。
[32]

 此外，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美国传媒企业也联合网络服务商执行“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的原则。如果网络用户非法下载版权作品受到的警告超过三次，则网络服务商可终止其网络服务、封闭其网络账号，甚至切断其网络接入，而无须通过相关司法程序。
[33]



除技术防护外，美国传媒企业也经常借助自己的法律顾问或委托外部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根据美国《版权法》第502条至第505条的规定，针对版权侵权行为，法院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包括发布禁令（责令被告停止侵权的命令）、扣押与处置侵权物品、判处损害赔偿（包括实际损失、侵权利润和法定赔偿金）、判被告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此外，根据第506条规定，如果侵权人故意侵犯他人的版权，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34]



第三节　美国传媒版权管理的外部支持系统

美国传媒企业的版权管理还受到外部系统的支持。此外部支持系统的“硬件”为与版权相关的各类国家机构与社会管理组织，“软件”则为上述机构或组织制定的法律法规与活动规则。

一、美国版权管理机构

美国涉及版权管理的组织众多，既有制定法律的立法部门、承担相关职责的政府部门与司法机构，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它们在全美范围内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版权保护与管理网络。美国主要的版权管理机构有以下几种。

（1）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Congress）是美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目前《版权法》和《数字千年版权法》就是由该机关负责制定和修订的。

（2）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是美国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的外事机构，其职权相当于我国的外交部。美国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就是保护美国在海外的知识产权。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版权贸易纠纷时，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受理美国企业的申诉，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督促其履行版权保护的国际义务和遵守两国的版权双边协议。
[35]



（3）美国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是联邦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其重要职责是促进美国国内和国际贸易工作。美国商务部内主要负责版权业务的行政机构为国际贸易局。国际贸易局通常为美国企业和公民提供海外版权保护，并督促其国际贸易伙伴履行国际贸易中关于版权保护的承诺。此外，国际贸易局还联合美国其他政府机构建立专门打击盗版的网站，公民可以通过该网站获取许多有关版权保护的重要信息。
[36]



（4）美国版权局。

美国版权局（Copyright Office），是美国主要的版权立法机关。主要职责包括：向国会提供版权法案立法及修改建议；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版权信息数据库；向公众提供版权注册服务；为公众提供与版权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版权作品的样本；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版权活动；宣传版权法律知识；从事版权管理研究工作等。
[37]



（5）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海关边境保护局。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ITC）和海关边境保护局（U.S.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简称CBP）主要负责对国外涉嫌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进口和销售进行审查并提供版权保护。
[38]



（6）美国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职责是保障各项版权法律的实施。司法部是美国政府的行政机关，其工作重点是严格监督版权法规的实施情况。司法部会对一些版权纠纷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例如对商业性的网络盗版和假冒商品进行调查，处理涉及公众健康与安全的版权事务等。
[39]



（7）美国版税仲裁所。

美国版税仲裁所（Copyright Arbitration Royalty Panels）成立于1976年，是美国联邦政府授权成立的独立的司法机构，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对版税率进行裁定和调整。其宗旨是使公众最大限度地享用创造性作品，公平合理地调整作者与作品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鼓励作者与作品传播者对社会做出贡献，尽量减少对有关工业结构以及工业惯例方面的破坏性影响。美国《版权法》规定在版权强制使用过程中，如果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不能就版税率达成统一意见，则由版税仲裁所裁定。
[40]



（8）美国版税结算中心。

美国版税结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简称CCC），是一个版权集体管理机构。美国版税结算中心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处理版权事务的专门机构，其工作职能是代表作者和出版商向使用作品复制权的营利性组织或学校收取版权使用费。
[41]



（9）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是1984年成立的美国版权产业民间组织，目前六个会员分别是美国出版协会、娱乐软件协会、独立电影与电视联盟、美国电影协会、全美音乐出版商协会和美国唱片业协会。其职责主要在于采取多边努力，促进版权作品的国际保护并开拓国际市场。
[42]



二、美国有关版权生成、注册、许可、转移、保护的基本规定

美国《版权法》第102条列举了八种受保护的作品形式：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包括任何伴随的词语；戏剧作品，包括任何伴奏音乐；哑剧和舞蹈作品；绘画、刻印及雕塑作品；电影和其他音像作品；录音作品；建筑作品。第103条则在第102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种特殊的作品，即汇编作品和演绎作品。
[43]

 同时，美国版权法律体系还对版权生成、注册、许可、转移、保护等做出规定。

（一）版权生成

关于美国版权权利的生成，美国《版权法》第102条规定“对于固定于任何有形的表现媒介中的作者的独创作品予以版权保护”，由此可见，具有“独创性”和“固定形式”是版权生成的基本条件。另外，在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前，美国强制性地规定作品只有通过版权标记
[44]

 才能获得版权；而在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版权的获得则不再以作品加注版权标记为条件，而采用自动生成的形式。尽管如此，美国仍鼓励作者加注版权标记。原因在于，如果作者对作品进行了版权标注，则当作品被侵权时，侵权人就无法推卸责任或申辩无过错侵权，作者就能依法获得相应的赔偿。

（二）版权注册

版权注册即版权登记，其流程一般是首先向版权局提交特定格式的作品，经版权局注册受理与审查后，审查合格者可拿到版权局颁发的版权证书。美国《版权法》第408条规定，无论是已出版还是未出版的作品，其版权所有者可以在版权有效期内的任何时候，向版权局要求注册登记。
[45]

 不过，目前在美国，版权的注册登记制度已经不再作为版权产生的条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美国的版权注册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在线注册，这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通过美国版权局的网络系统在线注册；第二种是通过填写版权局的相应表格进行申请，在网上完成表格填写，并将表格打印出来，附上支票或定金或用户的存款单据一起邮寄到版权局；第三种是通过纸质表格进行版权注册。
[46]



（三）版权许可

版权许可（copyright license）指版权人在保留其版权身份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法律条件下允许他人使用版权，包括强制许可（compulsory license）和法定许可（statutory license）。其中强制许可也称为非自愿许可，即不经过版权人的同意，通过一些程序直接允许他人使用版权作品的许可方式。美国《版权法》第115条与强制许可有关，其具体规定是：“凡一部非戏剧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经版权所有者授权已在美国向公众发行，任何遵守本条规定的其他人均可获得制作与发行该作品录音制品的强制许可证。”法定许可意为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许可方式，美国《版权法》规定了三种法定许可，即有线电视转播、非商业性广播和卫星转播的法定许可。譬如美国《版权法》第111条规定，有线电视网络在二次传播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内容时，可以不获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但须支付一定的费用。
[47]



（四）版权转移

版权转移指构成版权的任何权利，如复制权、发行权、演绎权、表演权、展览权的转移，以及全部版权或者某一项权利在某一期间、某一个地域的转移，包括转让、抵押、排他性许可、让与、让渡和担保等。
[48]

 美国《版权法》中与版权转移相关的条款有第101条、201条、203条等。第101条规定，版权转移，包括版权的全部权利（如复制权、发行权、演绎权、表演权等）或者某一项权利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的转移。第201条规定，版权转移同样包括个人赠与和继承。但同时为了保护作者的权益，美国《版权法》第203条还制定了有关版权转移和版权许可的终止（termination of transfer and license）内容，该条款规定，“授予的转移终止可在授予之日起35年后的5年期间内任何时候实行；如果授予包括作品的出版权，5年期限则以授予出版权作品出版之日起35年后算起，或者授予之日起40年后算起。两者之中以时间较早者为准”
[49]

 。

（五）版权保护

美国《版权法》第一章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专有权利，该专有权利可由版权所有者自行行使，也可由版权所有者授权他人行使，其中第106条规定，版权所有者拥有复制权、演绎权、发行权、表演权和展览权等五项财产权利，以及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两项人身权利。
[50]

 关于权利保护的期限，第302条规定“1978年1月1日后的出版物作品，版权期限从作者完成创作开始，直到作者死后70年都在版权法案保护范围。如果作品有多个创作人，那么版权保护要至最后一名创作人去世后70年为止；隐名作品、匿名作品及职务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为作品完成之日起120年或首次发表之日起95年，以先到期者为准”
[51]

 。

在侵权处罚方面，根据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程度，美国对版权侵权的处罚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意侵权，即销售版权作品时并不知悉该作品有版权，版权人提起诉讼，侵权人只需赔偿对方的损失费；另一种则是故意侵权，需要赔偿对方损失的3倍。
[52]



美国《版权法》除了维护版权人的私人利益外，还通过设置“合理使用”等原则，适度兼顾社会利益。例如美国《版权法》第107条规定“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包括用于课堂的多件复制品）、学术或研究之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包括制作复制品、录音制品或以该条规定的其他方法使用作品，系合理使用，不视为侵犯版权的行为”
[53]

 。

三、美国的版权保护体系

从国家与社会管理层面上看，美国的版权保护主要体现在版权法律法规体系与行业联盟集体维权上。

（一）美国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庞大的版权产业离不开系统、严谨且随着技术发展不断“现代化”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美国作为英国早期的殖民地，早期版权法也主要继承了英国版权法的传统。18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作家联合起来发动了保护版权的运动。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8款明确规定：“为促进科学与实用技艺的发展，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间内给予专有权（exclusive right）的保障”
[54]

 。1790年国会正式通过了第一个联邦版权法案1790年《版权法》；此后，美国《版权法》于1873年、1891年、1909年、1976年经历4次大型的修改和期间无数次的小型修订，形成了现代美国版权领域的成文法条文。此外，结合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的传统，美国构建起先进、完备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

纵观美国版权法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版权本土保护和版权对外扩张两个阶段。在版权本土保护阶段，美国着重为本国版权作品提供保护政策，对国外版权则相对漠视；在版权对外扩张阶段，美国将版权保护的范围延伸到了国外作品，并通过参与国际版权公约的立法来实现其权利扩张的目的。这两个阶段虽各有侧重，但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两个阶段的差异是美国根据自身在世界文化中所处地位而调整版权产业发展战略的结果。

第一，版权本土保护阶段。

在美国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对版权作品采取的都是本土保护策略。1790年《版权法》中明确强调只保护美国本国公民的版权，并不禁止复制外国作品。不保护外国作品版权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891年美国颁布《国际版权法》。正是18、19世纪美国《版权法》并不保护外国作品的版权，导致那一时期美国对外国作品盗版成风，美国的出版商可以自由且免费地出版任何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既不需要取得原作者许可，也不需要支付相应的税费。
[55]



1891年《国际版权法》虽从法律上禁止盗版外国作品，但同时也规定了“国内印制条款”，即一部美国作品要得到保护就必须在美国国内印刷。

在美国《版权法》中，无论是将国外作品排斥在版权保护之外还是实行“国内印制条款”，均反映出美国的实用主义心态。具体来讲，18、19世纪，美国版权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落后于英法等版权大国，对外国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所以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美国拒绝保护外国作品版权。此类本土保护政策使得美国在一百多年里赶超英国，一跃成为版权经济大国。
[56]



第二，版权对外扩张阶段。

二战后，伴随着美国版权产业特别是广播电视、电影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欧洲版权产业的相对没落，美国开始成为版权出口大国。为了保护美国版权作品的海外出口利益，美国于1955年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开始进入世界版权保护体系。但由于此时的美国版权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与传统的欧洲版权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劣势，导致美国并未加入远高于当时美国《版权法》和其他国际公约的《伯尔尼公约》。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版权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位居前列的版权出口大国。国外版权保护的缺失，导致美国版权国际贸易损失惨重。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在1986年，由于缺乏适当的法律保护，生产知识产权产品（包括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的美国公司损失了上百亿美元的收入。
[57]

 基于这一情况，美国于1989年正式加入了《伯尔尼公约》，并依据《伯尔尼公约》对美国《版权法》进行了修订，如修改了版权标注及登记制度，延长了版权保护期限等。
[58]

 至此，美国进入国际版权保护的主流体系。

目前，美国版权法律采用的是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的形式。其中判例法（case law）是指“法官造法”，而成文法（statute）主要包括美国《版权法》和《数字千年版权法》等。此外，美国还加入了《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遵守上述国际版权公约所制定的规则。下面着重介绍美国版权法律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版权法》及《数字千年版权法》。

（1）美国《版权法》。

美国《版权法》（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是美国独立建国后最早制定的一批法律之一。第一部美国《版权法》颁布于1790年，以英国《安妮女王法令》为蓝本，仅对书籍、地图和图表等作品提供版权保护，并且规定保护期限为14年的初始保护期和14年的续展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法》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修订，其中1976年修订幅度较大，此次修订不仅扩大了版权保护的内容范围，而且放弃了严格的版权标注和登记制度等，为美国现行《版权法》奠定了基础。美国《版权法》共由13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版权的客体和范围、版权的所有权和转移、版权期限、版权标记、样品交存和登记、侵犯版权和补救方法、印制规定和进口、版权管理处、版税裁判所、半导体芯片产品的保护、数码音频录音装置与介质、录音与音乐影片、版权保护与管理系统和原创设计的保护。
[59]



总而言之，美国《版权法》的核心在于平衡作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保障作者的权利来刺激文化作品的创造，另一方面又通过“合理使用”制度来限制版权保护的滥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技术如录音的出现，美国《版权法》呈现出保护内容范围扩大、保护时间延长等特点。

（2）《数字千年版权法》。

《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of Copyright Act，简称DMCA）由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10月2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主要是为了实施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两个条约。
[60]



《数字千年版权法》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1998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与表演、录音制品条约实施法”，主要是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的实施。第二章为“网上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规定了网络在线服务商在从事某些类型的行为时，对其版权侵权责任的限制。第三章为“计算机维护竞争保障法”，规定了出于维护或维修之目的，启动计算机而复制一份计算机程序的例外。第四章包括六个其他条款。涉及版权局的职能、远程教育、《版权法》中关于图书馆和临时录制的例外、录音制品在互联网上“网络广播”和电影版权转让时对集体交易协议义务的应用。第五章为“船壳设计保护法”，规定了对船壳设计保护的新的规则。
[61]



《数字千年版权法》是美国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规范而实施的重要法律，其关于互联网版权方面的规定，目前已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例如我国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就以该法为蓝本。为平衡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版权者之间的利益，《数字千年版权法》规定了避风港原则。《数字千年版权法》一方面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面临的版权侵权责任，另一方面也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版权人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问题。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对四个关键要素的综合权衡，来确定被告是否侵权。这四个要素分别是“利用行为之目的和性质”“被利用作品的性质”“所利用的质量及其在整个作品中所占比例”“利用结果对被利用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62]

 。

（二）行业联盟集体维权

除了国家机构外，美国还有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国际反仿冒阵线、美国信息产业协会等大量民间组织参与版权保护。以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为例，其主要工作之一便是促进美国版权作品的保护，尤其是国际保护。

2013年2月，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旗下的两家行业版权组织美国电影协会（MPAA）和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针对互联网版权保护，联合包括时代华纳、AT&T、Verizon、Comcast等在内的几家主要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推出了一个版权警报系统（copyright alert system，简称CAS），该系统将向涉嫌非法下载的用户发出“六次警告”，并对该用户做出不同程度的处罚，以阻止用户非法下载电影、音乐视频和电视节目。
[63]



四、中美传媒版权管理外部支持系统之比较

美国传媒版权管理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借此参照系，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版权立法、版权保护执行力度与具体版权管理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差距。

（一）版权立法的完善性比较

从版权法律的制定层面来看，美国的版权立法体系要远比中国完善。第一，美国《版权法》的修订频率较高。我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制定至今，共经历了两次修订（第三次修订已启动但尚未完成）；而美国《版权法》基本上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修订，这种“小步快跑”的策略可以使美国《版权法》更灵活地应对由快速迭代的技术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版权贸易环境所引发的新问题。第二，在互联网版权立法层面，美国早在1998年就针对互联网的版权问题制定了《数字千年版权法》；而中国目前则未形成针对互联网版权的专门法律，其对互联网版权的管理仍主要参考《著作权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两个行政法规。不仅如此，现有互联网版权行政法规也存在着条文规定模糊的状况。例如，在网络避风港原则适用方面，对于网络服务商的信息存储空间标示、未改变作品的认定、主观心理状态的界定、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判断以及协助救济程序等要件的认识存在诸多争议。
[64]



（二）版权保护执行力度的比较

相对来说，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传媒企业共同组成的版权保护体系，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传媒企业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抵制侵权盗版现象。中国虽然也已构建起由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传媒企业共同组成的版权保护体系，并且近些年行政与司法管理力度有所加强，但是集体管理组织和传媒企业并未普遍形成长期有效的版权预防与保护机制，导致其在版权保护过程中虽偶有作为，但作用有限。另外，中国对侵权盗版案的判决结果多侧重于在经济层面补偿权利人，而美国除了在经济层面补偿权利人外，还侧重用“重罚”（包括刑事处罚）以儆效尤。例如，在美国，制作销售盗版书籍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并受到刑事处罚，而类似的行为在中国则很少受到刑事处罚。
[65]



（三）具体版权管理制度的比较

在具体的版权管理制度层面，中国与美国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譬如，中国版权注册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的注册部门，也未建立起完善的版权许可、版权转让、版权终止制度等。

以版权注册登记制度为例，美国虽然在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不再将版权的注册登记作为版权获得的必要条件，但仍然十分重视版权的注册登记制度。一方面，版权所有者通过版权注册登记，能够保障其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并且可以为其在版权诉讼过程中提供有效证明；另一方面，美国版权局也为版权人提供了多种版权注册登记办法，如在线注册、邮寄注册、表格注册等，使得版权所有者能够快捷方便地完成该项工作。而相对来说，虽中国也长期实行版权注册登记制度，但各地分散版权登记的做法，缺乏统一的版权登记主体，造成各地版权登记标准不统一、重复登记等问题，不仅没能有效保护版权所有者的基本权利，反而为中国的版权执法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66]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层面版权管理力量较为强大且独立，发挥着游说政府、协调行业发展、促进行业对外扩张等重要作用，体现出较强的行业自治水平；而中国社会层面版权管理组织多具官方或半官方性质，对政府依赖性较强，对行业的引领能力有待提升。出现这种差异当然与中美社会背景之不同相关。具体来讲，美国“社会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并且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国家对经济组织“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而中国则属于“一头是家庭、一头是政府的马鞍形组织分布”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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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国传媒版权管理概览

1709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该法随后经历一系列修订和变更，为英国版权产业的良好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与制度保障。此外，英国政府注重对版权产业持续性投资以提高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并鼓励民间自发建立版权集体授权机制和版权管理的技术服务平台，以解决复杂多变社会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目前，英国荣获版权输出大国、世界创意中心等称号，其版权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分析英国传媒版权管理状况可以为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化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本章第一节简要介绍英国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显著地位及助推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系统；第二节介绍英国传媒业的版权生产、开发与交易；第三节则从法律法规体系、行业联盟集体维权与企业内部管理三个层面谈谈英国传媒产业的版权保护。总体来看，英国版权产业表现出如下特点：英国不断更新与完善的法律制度与规范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版权生产、开发和交易流程，提升创意产业的市场价值、就业率和出口额；国家及民间版权管理机构为版权相关方提供版权保护和交易的渠道，推进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英国创意产业的经济地位及其外部支持系统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交易对象的经济活动系统。版权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核心支柱，版权交易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近年来，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纷纷发布版权产业报告，以评估版权产业经济状况及其对本国社会经济的贡献。从现有版权报告可见，世界各国对与版权交易相关的产业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于1990年开始使用“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y）的概念来衡量该产业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则使用“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的概念，版权产业是文化与创意产业的核心，英国的创意产业几乎全部属于版权产业。

2001年，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Sport）发布的《创意产业路径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意、技能及才华，能够利用知识产权创造财富、增加就业的产业。”
[1]

 2015年，英国《创意产业经济评估》（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根据上述定义将创意产业细分为不同的集群并对各集群的内容做出具体描述（见表4-1）。

表4-1　英国创意产业细分及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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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Sport.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2016-01-26）［2017-05-03］.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creative-industries-economic-estimates-january-2016.

一、英国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与美国一样，英国创意产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据显著位置。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且增速高于整体经济

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在《创意产业经济评估》中采用总增值（gross value added）来计量产业内个人商务、行业或部门的经济贡献，该指标能够更好地测量创意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程度，其计算方法是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上产品补贴（subsidies on products），再减去产品税收（taxes on products）。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值额为841亿英镑，占英国经济增加值总额的5.2%；1997年至2014年期间，英国经济增加值总额年均增幅为4.3%，其中创意产业增值额年均增幅达6%，位于英国蓝皮书（Blue Book Sector）中各产业增值额增幅排行榜首位（见图4-1）。
[2]

 由此可见，创意产业是英国经济的核心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大贡献，近五年的经济贡献率攀升至5%，增幅率也明显提升。其中IT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广告与市场营销，出版，电影、电视、视频、广播和图像的增值额位居前四（见图4-2）。

（二）创意产业为英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由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
[3]

 的就业情况可知，创意经济的发展对于稳定英国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具有重要作用（详见表4-2）。其中，2013年英国创意经济领域创造了约262万个工作岗位，占英国就业岗位的8.5%，与2011年相比增幅为8.7%，比英国就业岗位的增长率高6.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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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英国创意产业的增值额和总体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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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英国创意产业各细分市场增值额

说明：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这一产业集群的市场增值额低，几乎与横轴重合，故未标出。

表4-2　2011—2015年英国创意经济与创意产业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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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Sport.Creative Industries2016：Focus on Employment.（2016-06-20）［2017-05-03］.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4305/Focus_on_Employment_revised_040716.pdf.

2015年，英国创意经济领域的就业岗位达289.5万，其中186.6万工作岗位与创意产业直接相关，102.9万工作岗位分布在其他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领域，例如金融公司中广告企划等岗位。从就业人口情况看，2015年英国创意经济中58.90%的人员具备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63.90%是男性。从创意经济的细分市场看，由于IT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其工作岗位数量最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类细分市场的岗位增长率最高；工艺类细分市场的工作岗位有显著下降。
[5]

 上述数据表明，创意产业推动着英国其他产业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创新、创业。

根据英国跨部门间业务登记的最新数据，2011年英国创意产业内有106700家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5.1%，其中以音乐、演艺与视觉艺术行业的企业数量最多，占企业总数的1.5%
[6]

 ，因而真实的企业数量比报告显示的更多，这对稳定就业市场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在创意产业的细分市场中，音乐、演艺与视觉艺术类，广告与市场营销类，设计类和建筑类细分市场的企业数量占比为前四位，分别是28.5%、15.0%、13.8%和11.0%。
[7]



（三）英国创意产业出口额巨大，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

2015年的《创意产业经济评估》显示，英国创意产业对外贸易额逐年攀升（详见表4-3），2014年英国创意产业出口价值达198.09亿英镑，与2010年相比提升34.58%。在该产业细分市场中，IT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的市场出口值最高，占创意产业总出口值的44.6%，这主要是由于英国在软件开发领域具备较强竞争力，该类产品的高附加值能够为英国带来较高的出口利润。此外，英国出版市场多年来的出口增幅居于首位，2013年至2014年间出口值增幅高达62.8%，英国也是世界出版市场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再出口国。
[8]

 总体而言，创意产业的出口值占英国总出口值的比例稳定在8.5%左右，在所有产业中位居第五。

表4-3　2010—2014年英国创意产业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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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Sport.Creative Industries2016：Focus on Exports of services.（2016-06-30）［2017-05-03］.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8175/Creative_Industries_2016_Focus_on_Exports_of_Services.pdf.

二、助推英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系统

英国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与英国政府将创意产业置于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位置有关。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知识产权局五年战略（2015—2020）》明确提出英国知识产权局的愿景为“支持创造、创新，让生活更美好”，其主要使命是“致力于让每个人树立信心，能够以最佳的方式使用知识产权”，提出六大战略目标分别为“通过知识产权政策促进英国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授权服务；确保知识产权被尊重和合理保护、实施教育培训；让企业理解、管理和保护其知识产权；提升知识产权局员工的技术和能力；提升效率，实现资金价值最大化”
[9]

 。英国知识产权局从2014年起每年公布知识产权局行动计划，对未来三年的工作以及优先任务进行全面部署。

为实现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英国政府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作用，为创意产业市场主体运营提供支持与服务。

（一）英国政府内部的版权管理机构

（1）知识产权局。

1852年，英国政府颁布《专利法修正法令》并设立英国专利局（UKPO）。1990年，专利局成为隶属于英国贸易和工业部（DTI）的政府机构，1991年取得贸易基金地位（trading fund status），实现自收自支。2007年4月2日经英国政府批准，专利局正式更名为知识产权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其总部设在南威尔士的新港（Newport）。
[10]

 之后因政府机构变化，英国知识产权局转而隶属于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Skills）。

英国知识产权局作为商业、创新与技能部的执行机构，负责管理专利权、设计、商标权和版权的申报、审核和批准；促进立法、保障执法、促进学术创新、协调国际事务；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对英国知识产权的管理情况、保护情况等信息加以通报。根据英国知识产权局最新报告，2014年至2015年的财政资金周转额为0.8亿英镑，有1046名在职人员，在中国、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均有专员。2014年开启孤儿作品许可计划（Orphan Works Licensing Scheme），并主办首届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峰会。
[11]



（2）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设立旨在促进英国创意产业发展和文化推广、保护文化遗产，以及通过投资创新来帮助企业和社区发展，使英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得独特优势。该政府机构内设创意产业工作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下设42个公共机构，主要职责为制定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财政拨款、促进国际交流、跟踪产业发展动态等。该部门不与企业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交由社会准官方机构负责文化项目的申报、评估、拨款和跟踪管理，大多数文化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此外，该部门对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做出评估，为政策制定提供完整的信息支撑。曾于1998、2001年发布《创意产业路径文件》就组织、人力、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发展路径。此外，该部门每年发布《创意产业经济评估》，描述英国创意产业的经济规模、就业市场、贸易出口等基本情况。2006年曾公布《英国创意产业竞争力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K's Creative Industries），分析英国创意产业发展优势，并为未来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依据。
[12]

 2013年曾发布《更易于媒体及创意产业发展，同时保护市民利益》的政策性文件，总结和介绍了英国促进版权产业（传媒和通信领域）的政策做法以及未来将要实施的措施。
[13]

 各报告均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发布的数据简明，且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能够为政策制定、社会知情提供有力帮助。

（3）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国际贸易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于2016年7月替代了英国贸易投资总署（UK Trade&Investment）。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原本由英国投资局、国际贸易局、国际贸易署2003年合并而来，设有创意产业团队。其工作目标是：与主要的市场主体和资本合作来帮助英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促进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接触世界范围内关键决策者和潜在合作伙伴的机会等。实现该目标的方式有：支持大型国际商贸交易会项目、召开研讨会、增加贸易代表团的出访等。该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的国际出口销售渠道以增加出口机会，并争取一些国际创意产业中具备高价值的出口机会，以及向大型融资项目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和保险保障来促进贸易达成等。
[14]

 此外，该机构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做了特殊管理规定。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在出口方面的主要举措有：“其一，市场主体进行出口贸易前必须了解是否需要许可证、所需遵守的部门规定。例如：许多文化产品的出口须从英国艺术委员会获得许可，出口高价值商品须遵守反洗钱程序（Money Laundering Procedures）；参加海外商品交易会可使用ATA证（免税进口和临时许可）来简化暂时入境他国的程序。其二，为出口商提供目的地国家的相关信息，并由管理机构或团队提供咨询、协助服务，如确认目的地国家对产品安全和其他技术标准的要求等。其三，提供关税优惠政策等。例如，英国电影可以申请临时或永久的电影税收减免政策，但仍需满足一些条件，如符合文化测试、跨国合作生产条约、欧洲公约中的电影生产等条款。此外，还会对英国境内非英籍艺术工作者采取特殊性税务措施。在产品进口方面，进口机构要取得进口许可，大多数产品的进口需要相关证书、特定产品许可及其他文件，对特定商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征收反倾销税。”
[15]



（二）英国的社会版权管理机构

支持英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外部系统除政府部门外，还有大量社会管理机构。这些社会管理机构致力于繁荣创意产业，例如：英国艺术委员会（Art Council England）支持艺术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发展；英国设计委员会（Design Council）将设计作为战略性工具用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驱动经济增长和创新；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则支持电影领域的生产、发行、版权贸易等。

上述社会管理机构致力于提供所在领域的专业化指导，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下面将简要介绍三个主要的社会版权管理机构（见表4-4）。

表4-4　英国主要版权管理机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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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官方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

1934年英国政府成立英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委员会，后于1936年正式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接受英国外交部的领导和资金支持，并致力于促进英国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目前该委员会已在100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提供英语教学、英国图书馆、留学信息、文化交流、免费咨询等服务。《英国文化委员会整体计划（2016—2020）》指出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有两方面：“其一，为公民、协会和合作政府做出积极贡献（创造机会、建立关系和信任）。其二，为英国安全、繁荣和影响做出持久贡献，在安全稳定的目标下，该组织拟通过加强理解、合作、宽容，为极端主义危险下的年轻人提供替代途径，并提升其面对危机的能力；在繁荣发展的目标下，该组织拟加强教育连接、支持贸易合作、促进英国艺术文化交流；在提升影响力的目标下，该组织拟通过访问、教育体系改革、文化合作来促进全世界范围内英语语言的学习。”
[16]



（2）非营利性机构：英国创意产业委员会。

英国创意产业委员会（UK Creative Industries Council）成立于2010年，是创意产业与政府间的联结，主要负责解决金融、技能、出口市场、监管、知识产权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增长障碍。委员会成员大多为来自创意产业及数字产业领域（含电视、电脑游戏、时尚、音乐、艺术、出版和电影等）的领导者。
[17]



（3）非营利性机构：英国版权委员会。

英国版权委员会（British Copyright Council）成立于1965年，是英国唯一的管理版权事务的非营利性保护组织。该委员会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旨在提供一个能够讨论英国、欧洲甚至国际版权法及相关问题的论坛，为版权社区提供有效的、权威的和有代表性的声音，着力保护创意产业版权及其相关权利。

该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有：“其一，促进英国版权的有效性和版权意识的提高，与英国政府和国际集团密切合作来应对当前版权问题，例如针对版权立法或其他相关提案和发展态势向欧盟委员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英国政府提交建议和提出申诉；其二，监控法律、社会实践和技术方面可能影响版权原则的变化，鼓励委员会成员探讨版权制度及相关法律，并对版权立法提出相关建议；其三，与英国、欧盟、国际社会及其他组织机构就版权事宜进行探讨、提出发展建议，甚至对版权制度的改进施加压力。”
[18]

 英国版权委员会包括作家经纪人协会、插图家协会、摄影师协会、唱片业协会、作曲家学会、计算机协会、音乐表演权协会、出版商协会等30多个组织机构。
[19]



（三）外部支持系统扶持英国创意产业的主要举措

英国政府在创意产业规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履行着规划、指导、监督、扶持版权产业发展的职责。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理念的完善，政府管理创意产业的方式日益多样化、系统化，目前常用的方式包括：推动版权立法、制定法规；建立财政补贴、奖励制度、贷款基金结合的经济激励体系等。

（1）推进立法、制定法规。

英国政府在版权法体系建设进程中起着强有力的主导与推进作用。近年来，英国政府针对信息技术环境下版权保护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起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对本国版权体系进行全面审查和研究，征求社会意见后形成最终方案。如1997年《数据库版权和权利条例》、2003年《隐私和电子通信条例》、2010年《数字经济法》等法律法规为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20]

 此外，相关政府部门与公众、欧盟、国际社会及其他组织机构会就版权事宜交换意见，共同营造良好的版权发展环境。

（2）建立经济激励体系。

英国政府资金扶持举措颇多，譬如在图书出版业的版权输出领域，英国文化委员会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图书和期刊向海外市场拓展，如提供百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助力图书推广和版权出口，鼓励图书出版公司在海外举办图书展览塑造品牌形象、提升版权收益。此外，英国海外贸易局每年向出版公司提供图书出口补贴，英国历届政府从未对图书、期刊、报纸征收过任何增值税，并对进口图书、期刊和报纸免征进口税。
[21]



在电影版权输出领域，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对电影版权出口提供资金支持，并实施税收减免（tax relief）等政策。卡梅伦政府每年从彩票基金中划拨约3000万英镑扶持电影产业，该笔资金被用以设立电影出口基金、国际化发展基金等
[22]

 ，筹办电影节、培育制片方与投资方间的伙伴关系
[23]

 。近年来，英国电影基金取得了良好的资助效果，该基金通过吸引国外电影公司到英国投资、生产、制作与发行，加快英国文化向外渗透与输出的过程，提升英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上述基金所资助的电影不仅获得了可观的国际票房，而且其中不少电影获得了各类国际电影节提名及最终奖项，如《尘世之间》获2003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获2004年欧洲电影奖，《国王的演讲》获2011年奥斯卡金像奖等。

总体而言，英国版权业的外部支持系统体现出政府规制与社会管理相互联动的特点。英国政府采取的版权规制机制是一种合作规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方式：其一，公共部门通过法律政策的制定保障私方进行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其二，公共部门将版权规制服务外包给准官方、半官方和非营利性机构，如英国文化委员会受外交部资助进而从事相关规制行为；其三，公共部门就规制政策等方面向版权权利方广泛征求意见，以此调节各方利益。

多层级、多领域的管理布局能够通过分工与协作进行不同领域专业化的引导和管理，且管理方式以柔性管理为主。由于创意产业涉及文化艺术、信息通信等诸多领域，因此建立较多的各层级各领域的管理机构，能够提高此类机构调整的灵活性，使各机构的管理领域更加清晰化。如英国专利局更名为知识产权局有利于明确知识产权等概念内涵，扩大管理范围以应对新时期的管理挑战。
[24]



此外，隶属不同政府部门的管理机构根据自身特点设置管理重点，通过分工和协作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各机构分工管理可细化各项管理和扶持内容，如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版权工作以国家利益为导向，重点关注文化和国家影响力的提升；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现英国国际贸易部）则从经济利益角度重点关注版权输出，出台免税政策等刺激出口贸易；英国知识产权局作为统一管理部门负责专利、设计、版权的申报等。在综合管理方面，培育版权意识、提供资金支持是各部门的长期工作任务；在说明相关政策时，管理机构常会以版权保护对公民生活的有利影响作为切入点。

第二节　英国传媒业的版权生产、开发与交易

在英国传媒领域，存在大量以艺术工作者、工作室、企业等形式存在的市场主体，如版权生产方、购买方、代理商和中间商等，多元化的版权相关者参与版权生产、开发和交易环节，促进版权增值和价值变现。

一、英国传媒业的版权生产与开发

英国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别广泛，涉及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电视剧、广播节目、软件等诸多领域，不同领域内版权的生产与开发虽各具特点，但仍表现出一些共性。

（一）全方位挖掘版权价值

以英国出版业为例，英国出版社高度重视图书版权及附属权的经营，基于版权资源的价值，充分开发作品的报纸连载权、图书俱乐部版权、影视改编权、形象使用权、精装书版权、平装书版权、电子版权等。此外，出版社会联合其他公司生产带有图书人物形象的玩具、文具、服装等副产品，并将其纳入整体规划。多方位开发版权价值能为出版社带来额外收益和市场影响力。例如，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版权开发。从出版权、翻译权来看，该系列作品被翻译成73种语言，在超过两百个国家出版，所有版本总销售量在五亿本以上。
[25]

 在电影版权和改编权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时代华纳获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电影改编权。2001年，首部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此后，其他续集电影几乎以每年一集的方式上映。
[26]

 此外，时代华纳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发出75个商品销售特许证。
[27]

 如强生、玩具制造商Mattel、乐高和游戏商EA等都向时代华纳购买了“哈利·波特”特许经营权，并开发出“哈利·波特”万花筒、铅笔盒、飞天扫帚、魔法帽等500多种玩具与文具。
[28]

 2016年8月，康卡斯特旗下的NBC环球宣布从华纳兄弟（时代华纳的附属公司）手中得到“哈利·波特”的特许经营权，此举可能提升其有线电视收视率以及主题公园的游客人数。
[29]



（二）洞察用户需求、注重用户体验

洞察并具有创新性地满足用户需求被视为企业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路径，这要求企业以用户价值为导向开展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以下将以英国游戏开发商King.com为例，介绍其如何基于用户需求来生产版权作品。

King.com公司的主要版权作品有《糖果粉碎》（Candy Crush）、《农场英雄》（Farm Heroes）、《宠物农场》（Pet Rescue）和《泡泡女巫》（Bubble Witch）等。该公司在版权作品开发与设计中非常注重用户体验，在用户群中拥有清晰而独特的市场定位，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该公司的版权生产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开发者在游戏中嵌入一些社会特征来提高玩家的娱乐体验。以《糖果粉碎》为例，该游戏可以观测到自己和好友的游戏进度和游戏表现，还可向好友索要帮助等。
[30]

 另有游戏分析师指出这款游戏的创新之处在于道具差异化，《糖果粉碎》“导入了好、中、坏三类道具概念，实现了逻辑门类的全覆盖，大大提高了道具对场景全局的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消除类游戏玩家常见的无力感，也就是不能有效控制游戏的进程，技能发挥余地有限，进而对增加玩家对游戏的忠诚度和消费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31]

 。

其二，该公司除了致力于服务欧美玩家，在Facebook、IOS和Android上发布游戏外，还为这些国家的游戏玩家进行游戏本土化，如该公司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上推出《糖果粉碎》和《泡泡女巫》的日韩版本。

其三，该公司提供免费游戏，玩家通过购买游戏中内置产品增强互动体验，此类玩家的内购行为给该公司带来巨大收益，如消除类移动端游戏《糖果粉碎》在2014年内购创收13亿美金。
[32]



其四，不断创新、增加游戏的开发数量，以此减弱对某一特定游戏的收入依赖。目前该公司以14种语言提供200多个有趣的游戏，并提供给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用户。
[33]



其五，设计团队打通网页与移动端的游戏数据，使玩家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进行无缝体验，以此适应不同类型游戏的应用场景。

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各平台每月活跃用户量为3.55亿。
[34]

 2014年，King.com公司于美国纽交所上市，并于伦敦、柏林、新加坡、西雅图、首尔、东京和上海等地设立游戏工作室；2016年2月，该公司被Activision Blizzard收购，并以独立单元形式运营。

（三）开发新的版权产业增长点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英国除注重传统的版权领域，还关注到数字出版权、转播权等权利。由于体育赛事转播费逐年攀升，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显著，体育赛事转播权
[35]

 已成为英国版权开发的新重点。有研究表明英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拥有者依据不同媒体情况、转播地区、参赛队情况等条件，对转播权的使用、处置、收益、让渡条件等进行多种细分，并重新组合，从而进行集中竞买、打包销售或签署独家协议。
[36]

 以英超为例，英超联盟负责销售赛事的国际电视转播权，并将转播权设计为现场直播、延迟转播、赛事集锦、手机赛事片段、俱乐部自行开发的赛事转播等诸多类别，每种转播权可再细分为不同场次、播放时间、赛事数量等产品包。
[37]

 此外，在当前电视、手机、网络全媒体传播的时代中，英超还借助互联网营销推广赛事及球星，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由此提升了英超对转播商的吸引力。

传媒企业在取得英超转播权后，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版权的深度开发。回顾媒体转播权开发的历史，大致分为免费电视转播、付费电视转播和全媒体付费转播三个阶段。
[38]

 1992年，默多克旗下SKY电视台买下英超五年转播权后，大力推广收费电视，免费安装卫星接收器，发送电影、体育、新闻等节目，并收取月租费，由此开创了英国付费电视的新型运营模式。
[39]

 新闻集团旗下的ESPN Star Sport在持有英超版权期间，对于亚洲地区的版权运作方法主要是分销给地方体育电视台，除版权费之外，还将一些电视台的硬广时间折抵为部分版权费。
[40]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英超转播权的开发与运营更重视媒体技术的应用。如香港电视台Now TV持有英超版权时，利用多种形式进行赛事播出，不再只是电视，还可以在平板电脑和手机上进行视频直播。
[41]

 澳大利亚的Optus公司通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直播视频体验以提升用户量，如在其所有数字媒体（包括10个子信道和手机应用）中进行播放，并推出年中定价包。
[42]

 新西兰的CSM公司通过利用新型播出模式（即OTT线上直播），为用户直接提供线上的英超比赛直播，抢占了英超在新西兰的收视市场。

（四）强势产业介入相关产业的生产和发行环节

强势产业的迅猛发展能够为相关产业带来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从而带动该产业的创新和进步，这里以电视介入电影产业的生产和发行为例做简要介绍。

鉴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困境，以Channel4、ITV、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机构通过多种途径介入电影生产领域，不断突破电影生产旧制，进而推动了英国电影的复兴。从传媒领域的实践来看，电视介入电影生产和发行的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电影投资是电影得以制作的关键因素，因而在此阶段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的方式介入电影生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电视机构与电影制片机构合作投资、制作、推广电影产品，以此保证了制片资金、制片水平和播出渠道，如Channel4联合宝丽金公司（Poly Gram Filmed Entertainment），英国空中广播公司联合电影制作公司（Working Title Films）。

其二，电视机构与独立制片人、艺术机构合作，出资成立多家电影工作室以激励独立制片人生产。如1982年，Channel4与电影电视技师联合会、英国电影协会和地区性艺术联合会联合签署《工作室宣言》（Workshop Declaration），承诺给予独立制片人Channel4的特许运营权（franchise）
[43]

 ，由此英国电影工作室的组织生产方式逐步流行起来。自21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发展环境得到改善，电视资本倾向于支持中青年导演的艺术探索。

此外，电视机构注重创新电影题材与主旨，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和边缘群体；开设多个频道和节目播放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严肃话题或先锋类电影作品，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二、英国传媒业的版权交易

生产、开发出来的版权通过交易实现价值。为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活动可借助第三方平台完成。此外，版权交易还受到政府引导与行业扶持。

（一）英国主要的版权交易平台

英国版权产业存在不少半官方性质或民营性质的版权交易平台，这些平台连接版权买卖双方，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利用先进的技术、专业的管理经验与技能有效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不过仍需要说明的是下述各平台的功能并不仅限于版权交易范围。

（1）英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代理式交易。

目前，欧盟国家为了保障权利人获酬权的实现，普遍实行强制性集体管理制度。英国是最先进行版权集体管理的国家，现已存在较多版权集体管理组织（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涉及设计、影视、图书、报刊、录音制品等产业（详见表4-5）。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对行为准则、会员进入与退出机制、版权使用费收取与分配、使用年限、延伸性集体管理、孤儿作品的管理、版权维权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规定。它们以权利人获取使用费、使用者获取授权便利为服务目标，得到各领域权利人的积极响应。

表4-5　英国主要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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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会根据版权法、相关政策及产业动态修改许可程序，更好地为权利人服务，其运行效果可通过经济收益来衡量。根据各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2015年音乐表演权协会实现了5.374亿英镑的版权收入
[53]

 ；2014年至2015年出版商授权协会在集体授权领域取得0.352亿英镑收入
[54]

 ；2014年音频表演有限公司
[55]

 在集体许可领域获得约980万英镑收入
[56]

 。

该类机构按照自定准则运转，并受到英国知识产权局的监管和扶持。此外，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行为依然受到欧盟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约束，欧盟《著作权集体权利管理指令》预计2017年在英国升级为法律，现有规制重点体现在组织管理的透明度和防止行业垄断上。
[57]

 具体而言，在加强集体管理组织透明度方面，透明度提高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更好地平衡权利人、使用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例如在《欧盟关于版权及相关权利的集体管理与在内部市场多国领土在线使用音乐作品授权的指令》中规定：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人员一年至少向成员大会报告一次管理情况、公开年度报告；集体管理组织要将组织资产与权利收入分开，严格控制管理费支出；集体管理组织要在收取权利收入财年结束后的9个月内分配版税；集体管理组织必须积极提供用户想了解的信息，授权或拒绝授权时需要进行合理陈述。
[58]

 在防止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垄断方面，由于集体组织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为保证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欧委会对歧视非本国会员、对会员授权做出不合理限制等管理活动做出规范，并勒令改正。

由上述内容反观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的情况可见，我国版权的集体管理领域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其一，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仅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其中，2015年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许可收入为1.7亿元人民币。
[59]

 与英国相比，管理组织数量少、涉及的领域狭小且缺乏创新产业、权利人参与度低。此外，组织管理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各类标准的制定有待完善。其二，中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未充分发挥维权优势，并且难以处理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尤其是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在网络方面的维权捉襟见肘。其三，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有研究者提出我国存在反垄断法忽视集体组织垄断、对境外集体组织严格限制、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难以平衡等问题。
[60]



（2）英国版权集成中心：一站式购物。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产品得以便捷生产与广泛传播，在注册登记、版权交易的过程中凸显出总量扩张化、产品小型化、使用方式多样化等趋势，很多微型化产品的版权保护无法实现。而且，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积极互动中，新媒体的传播活力得以充分发挥，复杂的权利归属、授权使用等权项的制定为版权交易带来高额的交易成本。同时，社会个体在自由创作中使用他人作品，难免沦为违法行为，而让普通民众遵循申请授权等法律程序则显得不切实际。

基于此种社会背景，很多学者和机构对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工作进行了相关研究。2010年数字经济学教授伊恩·哈格里夫斯（Ian Hargreaves）受卡梅伦政府委托检视现行版权制度与创新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于2011年发布《数字化机遇：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审查报告》（Digital Opportunity：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owth），报告指出现行版权制度较为复杂，阻碍创意产业及周边产业的经济增长，建议设立数字版权交易平台（digital copyright exchange）来改善版权许可环境、提供所有权信息以支持透明的、有竞争力的数字市场，该举措能够为2020年英国经济带来22亿英镑。
[61]

 此外，理查德·胡珀（Richard Hooper）于2011年被英国政府委托进行可行性研究，随后发布《版权工作：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Copyright Works：Streamlining Copyright for the Digital Age），报告指出未来的版权工作应集中于从图像中提取元数据、简化教育和公共用途的授权许可。由此可见，数字内容授权过程自动化是目前可行的版权许可解决方案。

经过筹备，英国版权集成中心（Copyright Hub）于2013年正式上线运营，理查德·胡珀任版权集成中心主席。用户可以在该网站上方便快捷地注册个人版权作品信息，也可获取其他版权信息及使用许可。该网站面向交易费用很低、未开发的低成本版权交易，方便中小用户（如想要播放音乐的商铺，想要使用视频文件的纪录片制作方，希望翻录音乐剧的学校，想要在婚礼中使用音乐的人等）。有研究者将该在线平台的创新趋势总结为四个方面：一站式集成平台、以长尾版权资源与中小用户为服务重点、版权数据标准化建设、公共利益的实现平台。
[62]



目前，该中心处于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需要行业成员对其作品进行准确和清晰的标记和索引。现阶段主要进行文章和照片交易，覆盖机构仅有音乐表演权协会（PRS for Music）、英国图片图书馆和代理商协会（BAPLA）、美术家联合会（ASC）、盖蒂图片社（Getty）、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国际焦点（Focal International）等十余家，还有待后续发展。在版权集成中心的运行初期，政府提供15万英镑的资金支持，但该系统的建设预计需要1000万至2000万英镑，由版权集成中心有限公司负责财务管理，未来将由版权产业出资运作，可能性收入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权利人支付年费，二是抽取版权使用许可费作为中心收益。
[63]

 该中心的管理系统逐渐演变为自助商业运行模式，另有技术小组开展技术支持活动，但其管理效果及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民营的音乐版权服务平台：降低小额作品的交易成本。

近年来，民营的音乐版权服务平台Kobalt公司发展迅猛，并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64]

 该平台于2000年由瑞典企业家威拉德·阿德瑞兹（Willard Ahdritz）在英国建立，利用技术创造高效、公平和透明的音乐产业环境，在大多数技术公司专注消费者的情况下，该平台希望通过技术创造更好地服务内容创作者和版权所有者，在复杂多变的数字环境中为版权所有者提供公平、准确的报酬和其他技术解决方案。

Kobalt的创新技术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球许可、收集与支付平台；与YouTube歌曲进行匹配的Proklaim；全球数字音乐分销平台AWAL；屡获殊荣的提供实时数据和洞察报告Portal。优质的版权服务吸引了8000余名艺术家、作曲者和500家出版公司入驻，该平台的授权歌曲达60万首，占英美流行歌曲和专辑数量的40%以上。
[65]



根据该平台披露的业务内容，其主营业务有音乐出版（music publishing）、标签服务（label service）和邻接权服务（neighbouring rights）。在音乐出版领域，该公司帮助创作者短时间内提高平均收益的20%至30%；为版权所有者提供透明的作品使用报告、灵活的合同条款、庞大的品牌合作商和其他创意服务。在标签服务领域，该公司拟用技术系统代替传统标签制度，向创作者提供专业团队、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来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营销、分销等环节，实现作品价值最大化。在邻接权服务领域，该公司通过技术手段简化支付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作品收益。

2014年，Kobalt以1.16亿美元收购美国音乐权利机构（American Music Rights Association，简称AMRA），以便跨地区对接AMRA平台上的英美曲目与流媒体公司，并为AMRA平台上的版权所有者追收版权收益。
[66]

 AMRA采用Kobalt的KORE版权监控系统来追踪音乐作品在网络渠道上被消费的记录，根据Kobalt的2015年第三财季报告，AMRA平台上的欧洲音乐出版客户在Spotify和YouTube上的版权收益增长28%。
[67]

 与此同时，Kobalt围绕AMRA设立版权管理协会，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版权生态系统。

（4）报业许可机构：多元化版权管理服务方案。

在新闻作品被广泛无偿使用的情况下，1996年八家英国报业集团组建英国报业许可机构（the Newspaper Licensing Authority Media Access，简称NLA Media Access），旨在通过集体许可制保护报业版权。目前，该机构提供的许可类型包括商务许可（business license）、公共关系许可（public relations license）、慈善许可（charity license）、高等教育许可（higher educational license）、企业网站发布许可（corporate website republishing license）、最终用户许可（web end user license）等
[68]

 ，这些许可方式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如商务许可适用于使用频率较低的客户，企业网站发布许可适用于自己发布文章的客户，最终用户许可适用于希望从报纸网络版权中获益的客户。得到该管理机构许可的媒体无须再向出版商征求授权来获得新内容，这使相关机构节省了与出版商谈判的时间与金钱成本，提高版权许可的效率。截至2014年，该机构的客户包含报纸、期刊、网络报纸在内的9500余家媒体，以及10个国家的33家媒体监督机构；其盈利额等同于1000多个新闻工作岗位所创造的价值，其中80%的盈利额支付给版权所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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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许可机构基于英国现行的版权法体系对新闻作品的版权进行统一管理、授权等工作。随着该机构的快速发展，现已具备多元化的版权管理服务方案。2006年，该机构投资2000万英镑建设eClips所有权数据库系统，使得媒体监督机构能够更简便、更快速、更有效地服务客户，90%以上的英国媒体监测机构可通过该系统传输PDF格式的新闻作品。2008年，ClipSearch的付费服务（www.clipsearch.co.uk）可使客户访问到140多家报纸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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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范围从出版后72小时至2006年，其中的4000余万份文档是原始出版的版面设计格式。

此外，该机构于2009年鼓励和促使学校连通在线报纸访问；设立新闻多样化基金（The Journalism Diversity Fund），旨在资助不同背景、具有新闻理想的学生记者进行相关培训和实习；为有视力障碍的人提供读报服务（talking newspapers）；开发文章影响测量系统（article impact measurement）为版权所有者提供网络浏览数据及新闻内容价值的评估，以提高版权所有者的网络收益份额；对慈善机构的版权许可费予以折扣或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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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版权贸易的国际拓展

英国对外版权贸易历史悠久，现已具有较完善的国际分销网络、较强的市场运作能力、较能适应数字环境的版权保护措施。英国主要的版权贸易方式是版权许可，即版权所有者、代理商通过许可版权各项权利来获取利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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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版权产业强劲的对外输出能力得益于行业协会、英国政府、版权代理商等的支持。具体来讲，就是英国版权产业各细分市场的协会负责行业调控；英国政府在资金上对创意产业进行扶持与引导；英国的版权代理商负责版权输出方与输入方的信息沟通和版权交易实践。

（1）协会的行业调控。

英国的传媒行业协会较多，版权贸易多由各细分行业的协会负责调控和管理。在图书出版领域，英国出版商协会（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和英国书商协会（The Booksellers Association）担负图书业宏观调控的职能，主要调控措施有：提供关于图书和期刊在海外销售的市场状况，并发布权威的月度、季度或年度统计报告，为企业从事国际版权贸易提供环境分析和数据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策划和举办展销会，并为版权所有者或代理商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影视版权领域，英国电影电视制作联盟（The Producers Alliance for Cinema and Television）致力于在国内外版权贸易中建立秩序良好的交易环境，促进国内外影视制作机构的合作等。

（2）政府扶持与引导。

英国文化委员会是经过英国皇家宪章授权的非营利性组织，由于该委员会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且接受外交部的拨款支持，故其活动始终以国家外交利益为导向。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增强他国民众对英国的文化认同和政策了解，以赢得他们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其实质是在英国外交部领导下，受驻外使馆直接控制的准官方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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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图书版权输出和文化交流普及活动、推广英语教育等。具体而言，在图书输出方面，该组织会开展图书研讨会、建立海外图书馆、搭建信息网络共享平台、设立图书推广基金、提供咨询服务等；在文化艺术交流方面，该组织设立艺术家国际发展基金、开发电影项目、举办主题庆典等各项交流活动。由此可见，该委员会向国际版权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和方向引导。

此外，相关政府部门也为国际版权贸易提供政策或资金支持，例如：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现由英国国际贸易部代替）每年向一些英国出版公司提供几十万英镑的图书出口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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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知识产权局加强与他国版权合作，提升自身版权出口额。

（3）版权代理商的版权运作。

在英国的版权产业中，市场分工较细，现已形成内容提供商、版权代理商、作家经纪人以及一些中介组织等，其中版权代理商处于英国对外版权贸易的中间环节，直接负责版权的输入与输出。目前英国有200余家版权代理公司活跃于国际图书版权市场，经过多年的版权贸易实践，这些版权代理商在运营版权方面形成了如下特点：其一，版权代理人具备丰富的版权贸易知识储备和较高的国际谈判能力，同时具有自己的信息网络，能够及时掌握海外出版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其二，版权代理已经形成稳定的利润分配机制，即代理商佣金约为出版商或作者收入的10%，该分配机制能够有效刺激版权代理人的工作积极性，从市场角度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提升版权的市场化运作水平；其三，版权运作程序专业化，版权合约详尽，能够严格按合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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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特点，英国版权代理机构能够凭借高水平的运营，找到图书与出版社的最佳匹配，并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目前有200多家版权代理机构活跃于国际版权贸易中，并与世界范围内的大型出版社保持合作关系。

（三）版权定价机制及方式

版权定价权依据作品的不同形态掌握在不同的传播者手中，如纸质书的定价权在出版社，电子书的定价权掌握在网络运营商、数字出版商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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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英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会对版权进行定价，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如英国版权机构音乐表演权协会计划根据近年来公共播放的情况以及相关人士的协商重新调整公共播放版权费。该机构原有40多种公共播放版权定价，将通过精简与固定定价，为会员提供简单有效的工作方式，以此提高会员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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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国体育赛事的转播权是各大媒体竞相追逐的热点，其定价主要受到市场供求的影响。例如，由于英超的转播权争夺历来激烈，英超转播费持续走高，尤其是2016年至2019年的转播费得到大幅提升。据英国媒体披露，英超2016年至2019年三个赛季的全球电视转播权价格超过81亿英镑，其中国内转播权销售价格达51亿英镑，天空体育以41.76亿英镑获得126场比赛的转播权，英国电信集团为余下的42场比赛支付了9.6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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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超将转播权以打包形式出售，多家传媒公司获得特定赛事的转播权，民众也能以较低价格收看多元化赛事节目。英超联盟在转播权的定价中，根据不同媒体情况、转播地区、参赛队情况，以及赛事内容、转播权的使用做多种细分后，分别进行定价和销售。

在版权生产、开发与交易领域内，英国传媒业在以下五方面值得中国版权方借鉴：其一，研发者应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注重提升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其二，以版权各项细分权利为区隔，利用产业链进行多种版权经营，充分挖掘内容产品的价值，这要求版权卖方根据买方情况和其他市场条件，对版权的使用、处置、收益、让渡条件等进行细分与组合；其三，随着媒介形态的革新与发展，具备版权开发价值的产品类型日益丰富，版权所有者需不断提高版权意识，洞察新的版权产业增长点；其四，综合利用各类营销手段提升版权卖方的品牌影响力；其五，促进强势产业以资本投资、技术支持、人才流动等形式介入相关产业的生产，以此激发产业活力。

英国的版权交易机制中值得注意的是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与运营。英国的集体管理组织自设运营准则，并受到政府机构的监管与扶持；以增强用户利益为导向，提供多元化版权管理服务，如建设数据库系统、提供付费服务、评估版权价值、搭建版权交易平台等。英国创意产业内不同细分市场中存在多家集体管理组织，能够有效避免集体组织的过度垄断。

此外，搭建各类版权产品的交易平台能够实现版权交易双方的在线对接，有效解决中小版权作品的交易问题，缩减交易流程，节约交易成本。此外，该类平台一般还可追踪版权作品的流向，便于开展维权行动等。

第三节　英国传媒业的版权保护

英国的版权保护既离不开法律法规体系的保驾护航，也与版权行业联盟的积极参与及版权企业自觉采取保护措施密切相关。本节分别从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行业联盟集体维权与企业内部版权保护措施三个方面简要介绍英国传媒业的版权保护情况。

一、英国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起源与发展

健全的制度保障能够有效鼓励社会创新、保护创造力、激发市场活力，长期以来，英国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最早的版权法、近代版权制度都产生于英国，并对世界各国版权制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截至2014年12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68个国家加入以《伯尔尼公约》为基础的国际版权保护体系中，这说明源自英国的版权制度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用法律法规保护版权已成为国际共识。

（一）英国版权法的起源

15世纪后，随着英国都铎王朝建立，国王的公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权得到强化，进而对社会各领域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强，与新兴工商业者的结盟使英国进入重商主义时期。在德国印刷商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首先使用金属活字印刷以来，印刷出版业逐渐形成并不断向西欧国家传播发展，英国印刷商人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将该行业引入英国，并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引进给国人，在此期间，英国印刷出版业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印刷、出版、销售等环节的社会化分工仍未出现，也未考虑到著作者的版权问题，即作者一旦出售书稿给书商后，就不再对原稿保有权利。

鉴于印刷物中反封建、反宗教内容成分的增多，为了加强统治、控制社会舆论，1538年亨利八世建立皇家特许出版制度，将图书引进、印刷等权利授予外侨，外国印刷出版商占据英国市场的主导地位。1557年，玛丽一世将书商公会（Stationers'Company）改组为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建立起图书专印许可证制度。伊丽莎白一世继承了星室法院（Star Chamber）及相关证制度，颁布“星法院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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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设置了一系列严厉管制出版活动的规定，如所有出版物必须在书商公会登记等，还授予书商公会监察和查禁禁书的特权，由此奠定了书商公会在行业内的垄断地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于1662年颁布《许可证法》（the Licensing Act）并继续执行先前的图书专印许可证制度，规定凡印刷出版的图书必须在书商公会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在此期间，书商公会成员利用图书印刷特权获得垄断经营利润，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王室利用日益绝对的行政权力，压制反宗教、反封建的印刷品传播。国王们通过王权特许创制并保护了萌芽中的版权，这被视为英国版权制度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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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在英国农业领域公簿持有制度的影响下，版权制度从政治权力领域进入普通法领域，并逐渐形成注册保有版权制度。在此期间，图书印刷出版特权不再授予个人，而是由图书出版商负责代理，由此国王特许权逐渐演变为对版权的间接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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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许可证法》被废止，出版者得以自由翻印和销售图书，进而导致盗版现象非常严重。

基于上述情况，在社会人士的诉求下，安妮女王于1709年签署了议会通过的法案，即《安妮女王法令》。该法案明确规定了出版商或书商、著作者的各项权利及权利期限，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版权法案，这意味着图书出版得以摆脱政治干预，图书出版商逐步演变为单纯的出版登记管理机构。由英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建立过程可见，印刷者、出版者和封建统治者都对版权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版权的性质由短期特权演变为长期权益，保护对象逐渐兼顾印刷出版者和著作者的经济权利，但著作者的精神权利仍未受到关注。

（二）英国版权法的发展与完善

继《安妮女王法令》之后，英国先后多次修订并颁布新版综合性版权法，以不断加强版权保护和应对新技术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版权新问题。1801年的补充法案旨在通过保护著作者及印刷图书的权利、延长版权保护期来推动学术发展；1814年的版权法对著作者权利进一步延展，并对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做出区分；继而于1842年、1911年、1956年颁布新版权法，引入更多版权侵权概念以完善版权立法。郑成思以1956年英国版权法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一些英国版权法的特点：其一，由于英国没有系统的民法典，英国版权法中详细规定了涉及版权问题的民事权利及责任；其二，英国新版权法中的某些条款沿用旧法，一些新法以修正案形式颁布，旧法并不立即失效；其三，版权法中对女王的版权做出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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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威特福德委员会（Whitford Committee）成立并专门负责修订1956年的版权法，《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案》（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 Act1988）于1988年交议会讨论通过，并一直沿用至今，此法案于2014年就许可机构、科研及图书馆、残疾人、公共管理、孤儿作品等做出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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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版法案改革的两个主要方向是对著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建立新的外观设计权体制，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该法案无法帮助作者和导演建立和维护他们的艺术声誉。
[84]

 目前英国政府正准备审查废除1988年版权法中与外观设计相关的条款，处于向公众征求意见、论证对英国企业影响的阶段。

除了综合性版权法外，英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专门版权法，如《雕版印刷品版权法》（1734年和1766年）、《图片版权法》（1777年）、《戏剧版权法》（1833年）、《演讲版权法》（1835年）、《文字版权法》（1842年）、《音乐版权法》（1902年）、《外观设计注册法》（1949年）、《外观设计版权法》（1968年）、《表演者保护法》（1958年和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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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技术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版权问题，英国政府针对数字出版相继出台《数据库版权与权利条例》（1997年）、《数据保护法》（1998年）、《隐私和电子通信条例》（2003年）、《通信法》（2003年）、《数码经济法》（2010年）等。此外，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从规范层面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意见征求稿、意见汇总等，以此为法律修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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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版权法的主要内容

英国现行版权法于1988年颁布，后经多次修改以不断适应新版权环境。该法对以下内容做出明确规定：版权的客体、归属及保护期；版权所有人的权利；版权作品允许实施的行为；作者或导演的精神权利；版权作品中权利的处分；侵权救济；版权许可；版权仲裁庭；版权保护的要件与范围等。以下将按照英国版权法所规定的权利生成（权利归属规定）、权利登记、权利使用（特定使用、转让和许可使用）、权利消失的过程加以介绍。

（1）权利生成（权利归属规定）。

在英国版权法发展初期，图书必须在书商公会完成注册，取得许可后才可印刷，1695年废止许可制，实施出版登记制。随后英国版权法与《伯尔尼公约》的版权自动保护原则保持一致，即创作者在作品完成后便获得了版权，无论该作品是否向公众传播。英国版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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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第1条规定版权作品指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作品，录音、影片、广播或电视节目以及版本的版面安排，并对各领域做出细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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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只要作品完成并符合上述构成作品的要件，就自动产生版权，创作者享有版权作品的各项权利。

（2）权利登记。

在现实情况中，权利登记能够明确版权归属、提高版权交易和授权的效率，并能作为较强的证据在版权纠纷中使用，相关权利人自愿登记，英国政府则委托民间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为相关权利人进行版权登记，很多英国的集体管理组织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版权所有者提供服务。

（3）权利使用。

权利人或企业对所拥有的版权使用可分为特定使用、转让和许可使用三种方式，让其他社会成员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版权产品。1988年英国版权法对特定使用、转让和许可使用这三种主要方式做出规定。

其一，在特定使用方面。英国版权法规定一些特定使用为版权作品允许实施之行为，以此平衡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利益。在201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版权法修订案中，将这些方式予以公开，如研究或私人学习、批评或评论、教育使用、私人复制、文本与数据挖掘、保存及收藏、公共管理、残障人士使用特定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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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权利转让方面。英国版权法规定版权可以像动产一样以转让、遗嘱处理或执行法律的方式发生转移。版权的转让或他种方式转移可以是部分的也可以是全部的权利转让，转让的是版权存续期的一段而不是全部时间。此外，版权转让必须有书面文件，版权所有者所颁发的许可证对于继承其版权利益的每一个继承人都有约束力。

其三，在许可使用方面。版权许可使用与版权转让不一样，版权许可不转移版权所有权，只转移使用权。英国版权法中对许可方案、许可组织与许可证的适用条件有更为细致的解释，版权许可组织的目标就是作为版权所有人或代理人来颁发版权许可证。

（4）权利消失。

版权的消失与版权的保护期限密切相关，版权作品在保护期限届满后可流通到公有领域，版权的财产权利随之消失，任何人可以加以使用。英国版权法第1章第12条规定，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作品的版权自作者死亡之日历年底起算的50年期满；对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自首次发表之日历年底起算的50年期满。录音或影片的版权自作品制作之日历年底起算的50年期满，若作者在此期限终了之前发行，则自发行之日历年底起算的50年期满。广播或电缆节目的版权自广播被制作或节目被收入电缆节目服务之日历年底起算的50年期满。版本版面安排自出版之日历年底起算的50年期满。
[90]



英国版权法律制度的立法过程及相关法律内容对我国版权制度的完善有诸多启示。

其一，从版权法律制度体系的立法进程来看，早期英国王室的系列政策、资产阶级革命、重商主义、文艺复兴思潮、技术进步等诸多因素的博弈和互动推动着版权立法及其制度体系的创制与发展，版权性质由君授特权到私有财产权，再到关注著作者精神权利，版权法从“星室法院”进入普通法领域，关注点从印刷环境下的版权到数字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这些相对频繁的修订举措使版权法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因而，基于英国版权法的演变，版权立法应根据各国社会环境的现实情况适时更新或颁布顺应时代发展的版权法及其相关制度，建立起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机制。

其二，在英国版权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法律及相关规范、政策的制定往往筹备时间较长，法律界、出版界等社会人士的版权保护诉求与意见也会推动版权立法的进程，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能够客观评估法律的有效性及其他社会影响，因而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版权立法才能明确简洁、便于公众理解、发挥出最大法律效力。

其三，从版权法的法律内容来看，目前中英两国版权法/著作权法的主要内容大体一致，包括著作权客体、归属及保护期，合理使用，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侵权救济，仲裁与执法等主要部分。由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为2010年修订版，部分条文落后于现实版权实践活动，因而就中国著作权法而言，仍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以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规则为例，由于技术进步使版权作品更容易被复制和广泛传播，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合理使用规则的界限变得模糊和具有争议性。英国在2014年通过的版权修订案中对合理使用规则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如增加私人复制例外，将滑稽模仿界定为合理使用行为，扩大图书馆等机构合理使用范围，扩大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受益人范围，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不可对合理使用行为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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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可对英国的合理使用规则加以借鉴，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环境。

二、行业联盟集体维权

英国创意产业中包含诸多行业协会，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协会会员进行版权保护，如对侵权者提起版权诉讼或追讨版权使用费、推动法律完善和执法程序的改善等。行业联盟集体维权能够解决个体维权成本大、维权周期长等问题，此外该类组织具有专业的法律团队和丰富的维权经验，能够增强权利人议价能力，并可通过大规模或典型案例的谈判或诉讼提高社会整体的版权意识。下面以英国报业许可机构为例，对其在版权保护领域的措施加以介绍。

英国报业许可机构致力于新闻作品的版权保护，追讨流失的版权收益，在多起著作权维权诉讼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倡导的新闻作品有偿使用规定也得到学界与业界的肯定。该机构曾于2015年2月发布《管理版权侵权》（Managing Copyright Infringement）报告，该报告指出：新闻类、体育类网站是最主要的版权侵权方，专业领域、旅游、学术、娱乐、博客、独立非商业网站是次要的版权侵权方；67%的侵权网站是“.com”类型；新闻、体育和娱乐作品是最易转载的三类内容；转载形式多为标题、原始图片、大比例正文的直接转载；英国出版商具有版权保护意识，但维权成本和复杂度高、收益低是阻碍其维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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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业许可机构在版权保护领域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运用法律武器向侵权方提起诉讼。2010年，英国报业许可机构起诉英国公共关系咨询协会（Public Relations Consultants Associations，简称PRCA），起诉原因是PRCA成员订阅了由融文集团（Meltwater Group）提供的媒体监控服务，利用关键字监控在互联网发布的新闻文章，而英国报业许可机构认为PRCA在通过Meltwater平台浏览网页中的新闻内容时应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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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期间，英国报业许可机构在英国赢得了两次庭审，但最高法院裁决通过新闻聚合技术阅读新闻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英国报业许可机构败诉。

其二，利用网络文章跟踪系统监测侵权。由于大量报纸的网络内容未经授权被转载，英国报业许可机构开发出网络文章跟踪系统（online article tracking service，简称OATS），能够识别并移除商业或非商业网站（包括博客和论坛）上的侵权内容，目前该系统已经为联盟会员、大多数英国报纸移除超过500个领域的侵权内容，成功率高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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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系统可由会员单位自行使用，能够促使相关企业认识到新闻内容的价值，推广内容版权的付费使用，并节约了平面媒体的维权成本和维权时间。

三、企业内部版权保护措施

随着信息存储与传输技术的发展，数字版权产品能够被方便、快捷地复制，由此导致诸多数字媒体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一些英国企业致力于研发版权保护技术，并应用至各类数字作品的版权保护中，如数字水印、加密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避免他人的无偿使用。此外，跟踪检测系统可以追踪和移除大部分侵权作品，促使相关企业认识到版权产品的价值，节约了版权所有者的维权成本和维权时间。

作为新的防盗版技术，数字水印（digital watermarking）的概念由卡龙尼（Caronni）于1993年提出，并应用至图像领域，研究人员随后将之扩展至其他数字媒体，该技术可应用至版权保护、数据鉴别、数据监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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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在原始数据中嵌入不可感知的水印（文字、标示、序列号等）来证实、检测、追踪该数据的所有权及侵权行为。水印与原始数据紧密结合并隐藏其中，只有通过适当的软件才可检测出来。由此可见，数字水印技术能够有效保护数字作品的版权，防止盗版和侵权行为的发生。英国的一些企业在新技术开发方面较为突出，如CRL公司开发出适用于图片、音像制品防伪的新技术，Signum公司开发出SureSign数字图像水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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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版权所有者除了利用高新技术对自身版权加以保护外，还会对侵权者提起法律诉讼或进行私下调解。英国的版权法明确规定了侵权救济和版权保护的要件与范围，版权所有者根据法律规定判断诉讼风险与预期结果，同时也正是这些法律诉讼推动了相关法律的修订与完善。如1981年，英国电影制片人施伯林·戈登伯格因英国出版印刷公司在杂志中使用《星空与笼舍》影片中几个不连贯的镜头而提起诉讼，最终上诉法院对电影侵权条件做出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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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传媒版权管理概览

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版权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版权产业增加值已由2004年的7884.18亿元增至2014年的46287.81亿元，期间增长了4.87倍。
[1]

 但与此同时，中国版权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侵权事件频发、文化产品盗版猖獗等问题。考虑到新中国一直到1990年才出台第一部《著作权法》、整个社会的版权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版权产业的管理运营水平有待进一步增强等现实，上述问题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本章侧重于梳理中国
[2]

 传媒版权管理概况，共分三节：第一节介绍中国传媒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第二节从传媒版权产业市场主体角度出发，梳理其版权生产、开发、交易和保护等的基本状况；第三节则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出发，梳理其运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手段，对传媒版权产业进行行政与社会管理的状况。

第一节　中国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版权相关产业是全部或部分活动与版权法保护的作品或其他受版权法保护的客体相关的产业，包括创作、制作、表演、广播、传播以及展览或者发行和销售等。
[3]

 按照WIPO的分类，分为四个产业组。

第一组是核心版权产业，比如图书、报纸、电子书、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游戏、动漫、摄影作品、音乐等产业。

第二组是相互依赖性版权产业，比如电视机、计算机、乐器、照相机、纸张、复印机等产业，这些设备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制作和使用，因而也被称为版权硬件。

第三组是部分版权产业，比如家纺、家具、玩具、陶瓷、建筑等。

第四组是非专用性支持性产业，比如批发零售业、运输业、互联网产业等。
[4]

 美国IIPA也采用此分组方式。

中国国家版权局曾委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研并发布中国版权产业相关数据。自2007年至2016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连续八次执行“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项目，发布了2004年和2006—2014年间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经济数据。此组版权数据大体勾勒出中国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下面将分别从版权产业增加值、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版权产业对外贸易三个方面予以描述。由于核心版权产业与传媒业关系最为密切，因此，除描述版权产业整体状况外，重点介绍核心版权产业。

一、版权产业增加值

《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数据显示，自2004年至2014年，中国版权产业取得较快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持续增长。版权产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7884.18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46287.8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9.36%；在GDP中所占比重从4.91%增加到7.28%，期间增长了2.37个百分点。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由2004年的3118.67亿元增加至27260.7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4.21%；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94%增加到4.29%，期间增长了2.35个百分点（见表5-1）。
[5]

 由此可见，近些年来中国版权产业发展较快，对国家GDP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表5-1　2004年、2006—2014年中国版权产业增加值状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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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4年和2006—2014年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认识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版权产业增长较快，但与版权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2013年，中国版权产业增加值为42752.9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27%，而同期美国版权产业增加值为1921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1.44%；该年度中国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1%，而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则为6.71%。
[6]



二、版权产业就业人数

2016年出版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为946.57万名，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的7.76%；而到了2014年，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了1664.71万名，年复合增长率为9.87%，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的9.11%，相比200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
[7]



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最大。2008年中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为476万名，贡献了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50.29%，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的3.90%；到了2014年，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达847.21万名，年复合增长率为10.09%，贡献了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50.89%，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的4.64%，相比2008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对稳定中国就业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见表5-2）。
[8]



表5-2　2008—2014年中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　单位：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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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6—2014年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

三、版权产业对外贸易

2016年出版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版权产业的商品出口额为1492.62亿美元，到2014年增至2944.92亿美元，9年间增加了1452.3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不过，版权产业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2006年的15.40%下降至2014年的12.5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外贸出口中低成本比较优势不断削弱，中国版权产业的商品出口额增速开始放缓，2006—2008年版权产业商品出口额的复合增长率为23.69%，而2008—2014年的复合增长率仅为4.33%，其中2009年、2013年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形。
[9]



从构成来看，中国版权产业的商品出口额以“相互依赖性版权产业”为主，这些年一直占全部版权产业商品出口额的90%以上。核心版权产业的商品出口额虽然从2006年的24.9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5.66亿美元，但占全部版权产业商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非常低，这表明中国版权产业的商品出口额以制造业为主的格局未曾改变（见表5-3）。
[10]

 核心版权产业在版权产业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5-3　2008—2014年中国版权产业海关商品出口额（单位：亿美元）及占全国海关统计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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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6—2014年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

第二节　中国传媒市场主体的主要版权活动

版权产业内市场主体围绕版权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包括版权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本节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由于第六章还将基于调研细致分析中国传媒版权管理，因此，本节内容仅进行初步概括。

一、中国传媒的版权生产

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范畴十分广泛，包括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音乐、戏剧、计算机软件等，并且产品类别之间差异较大，这导致传媒的版权生产方式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传媒版权的生产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组织（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个体生产方式主要有独立生产和共同生产两种，而组织生产则主要有独立生产、合作生产和外包生产三种方式。

（一）个体生产

个体生产常出于个人表达、个人发展的需要。其产出规模总体上看弱于组织生产的产出规模。

（1）独立生产。

独立生产，是指由个体独立完成版权内容产品的生产，该种模式在图书出版领域较为常见，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等多为个体独立完成。个人独立运营的自媒体（如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也采用此种生产方式。

（2）共同生产。

共同生产，则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共同完成版权内容作品的生产，该种模式在图书出版领域十分常见，一些合著的作品属此种情况。若干个体共同运营的自媒体也采用此种生产方式。

（二）组织生产

组织（包括法人与其他组织）可以统筹利用更多资源，通过劳动分工，有效率地生产更为复杂、数量更庞大的版权产品。

（1）独立生产。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的部分作品（尤其是新闻作品）的生产多采用此种方式。生产者独立完成版权内容资源的生产，并且独自拥有该版权内容资源的全部版权。

（2）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单位，以合作经营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有利条件，共同生产某项产品。譬如，明星恋爱实境真人秀节目《我们相爱吧》由江苏卫视与韩国MBC电视台联合制作，悬疑电影《破镜》为中美合拍片。

（3）外包生产。

外包生产，是指以外加工方式将生产委托给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达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的目的，即将一些传统上由企业内部人员负责的非核心业务或加工方式外包给专业的、高效的服务提供商。随着制播分离政策的出台，外包生产的方式在广播电视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如《中国好声音》就是由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灿星）制作，浙江卫视播出。

（三）公众委制生产

与个体生产相比，公众委制可以降低普通公众个体参与生产的门槛，并且能借助网络力量，将不同普通个体所拥有的“零星的”“过剩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与组织生产相比，公众委制中的公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又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目前某些媒体所采取的“专业-业余模式”（pro-ammodel）则由隶属于组织的专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配合完成生产，故兼具组织生产与公众委制的特点。公众委制形式在国内外新闻、图书、电影、广告等领域均有实践。

公众集资（或称为群众集资，在中国内地常被称为“众筹”）是公众委制的一种形态。数字时代新闻领域的公众集资
[11]

 按资助对象与方式的差异，又被分为指定项目资助型、自选项目资助型与全媒体资助型。
[12]

 如果受资助的项目为新闻项目，则其操作程序大体为：记者确定下新闻选题及报道形式后，在众筹平台上予以发布，以获取众筹平台用户的赞助。当项目发起者获得的赞助额度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后，就会获得这笔资金，并且通常情况下会将资金用于新闻项目的执行即生产新闻资讯。新闻资讯被生产出来后，发起者可以出售其版权获得收入。与此同时，投资人也可以获得项目所承诺的报酬。如果项目设定的融资目标未达到，则在项目融资期满后，已得融资会自动返还投资人。
[13]

 中国的众筹平台分为综合类与专项类两种。综合类众筹平台包括众筹网、优酷众筹、点名时间等，它们可以支持艺术、电影、新闻、工艺品、时尚、设计、漫画、摄影等众多领域内的众筹活动。专项类众筹平台则只支持某一特定领域内众筹活动，譬如百发有戏、淘梦网、影大人属于只支持影视类众筹活动的平台。公众集资新闻（即众筹新闻）的提案人一般拥有作品的所有权利，而公众集资平台则拥有其网页的刊出权。

除众筹外，中国传媒（尤其是资金需求量较大的电影公司）还通过版权质押等多种方式融资。“版权质押融资就是由债务人（借款人／融资方）或第三人提供自己所有的版权作为担保物，向债权人（贷款方）借款，到期如不能返还借款和利息，则债权人可以拍卖、变卖或折价所担保的版权，以清偿自己的债权。这里包含了两个合同关系：一是债务人（借款人／融资方）与债权人（贷款方）的借款合同关系；二是版权质押合同关系。”
[14]

 银行是提供版权质押的主要机构。如北京银行的“创意贷”、交通银行北京市支行的“文化创意产业版权担保贷款”等均属于版权质押金融产品。版权质押融资的形式多种多样，目前主要包括北京“直接型质押融资”模式（简称北京模式）、上海浦东“间接型质押融资”模式（简称浦东模式）、武汉“折中型质押融资”模式（简称武汉模式）三类，在北京模式中积极参与的主导方是银行，而在浦东模式与武汉模式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
[15]



除银行等专门的金融机构外，传媒公司还可向基金等外部投资者开展版权质押融资。如2015年2月，国内P2P平台“爱投资”与《北京青年报》集团下属企业“北青投资·三维基金”（简称“北青投资”）进行战略合作，双方发布了一款“省心计划-爱影视系列”产品。通过该计划，投资者可以在“爱投资”平台投资经过“北青投资”筛选的影视剧作品项目。同时，“北青投资”亦出资投资该影视项目，出品人与“北青投资”按约定分配收益。出品人账户由“爱投资”与“北青投资”共同监管，“北青投资”对用户投资本息承担回款保障。
[16]



二、中国传媒的版权开发

版权开发指多方位开发挖掘版权衍生品价值，以实现最大经济利润的过程。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版权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因此企业对版权价值链的开发相当成熟，版权衍生品开发水平普遍较高；相对而言，由于中国相当多的版权组织长期处于“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机制中，并且社会整体版权意识较为薄弱，因此目前中国版权相关企业，特别是隶属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领域的传媒企业对版权内容衍生品的开发依旧较为初级。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崛起，目前体制内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媒组织对版权资源的开发多聚焦于全媒体、全渠道的覆盖，而对于版权衍生品如图书、音像、玩具、游戏等的开发则相对较弱。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目前版权经营除了播出、节目广告招商、节目音像发行等传统领域，还逐渐延伸到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平台，涵盖了网络播出点播、VOD、多终端点播、IPTV、移动网络终端、App应用、互联网智能机顶盒、智能电视等”
[17]

 。在版权衍生品的开发方面，虽然中央电视台有音像制品、图书、手游、玩具等产品，但一则规模相对较小，二则衍生品的开发权多分散于各子公司或部门，并未形成足够的合力，更未形成成熟的版权价值网。

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传媒组织对版权衍生品的开发则更为活跃。以盛大文学
[18]

 为例，该公司凭借其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通过对版权作品进行多次开发和深度挖掘，实现“一次创作，多次收益”。正如盛大文学前CEO侯小强所说：“所谓全版权运营指的就是建立一个由多元化业务组成的产业链，将版权经营的方面从网络延伸到实体书籍出版、影视、游戏、动漫等各个环节，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19]

 在线下实体书出版领域，盛大文学每年向国内各大出版社输出大量版权作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盗墓笔记》。《盗墓笔记》系列实体书共八部，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上海文化出版社以及时代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从2007年出版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到2011年出版完结历时5年，累计销售达1000余万册。
[20]

 在影视剧领域，盛大文学将多部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搬上银屏和大荧幕。例如：2011年，《后宫·甄嬛传》被改编成电视剧《甄嬛传》，截至2013年3月，该剧的播放量达到68亿多次，为历史之最；2012年的《请你原谅我》（后改名为《网逝》）被陈凯歌导演改编成电影《搜索》，斩获1.8亿元票房。
[21]

 在网络游戏领域，2009年，盛大文学将高人气作品《鬼吹灯》分销给上海游趣开发运营成即时战斗类游戏《鬼吹灯外传》；2011年，将旗下创下1.3亿点击量的“神作”《斗破苍穹》的版权分销给搜狐畅游开发成同名网络游戏等。
[22]

 体制外传媒组织在版权开发方面较好的表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具有的效率优势。

三、中国传媒的版权交易

版权交易是著作权人行使基于作品的经济权利，实现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传媒版权交易指传媒领域内的著作权人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与他人所发生的交易行为。

其中，版权许可是版权贸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交易方式。它是“版权所有人通过合同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版权经济权利中一项或多项权利而所有权归属不发生移转”
[23]

 的一种法律行为。传媒领域内版权许可的实践案例很多，譬如新京报社以一揽子许可的方式，与新浪网签订《新闻作品版权使用普通许可协议》，许可新浪网在特定范围内以约定方式使用新京报社的新闻作品，并从新浪网获得相应报酬，这一行为即为版权许可。再如2014年12月1日，中央电视台以转播商的身份与国际奥委会签署2018—2024年的版权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中央电视台向国际奥委会支付报酬，以此获得2020年和2024年两届夏季奥运会、2018年和2022年两届冬季奥运会，以及2018—2024年间两届青奥会（冬季和夏季青奥会）在中国内地及澳门地区的电视转播权、新媒体版权和音像制品版权的授权。

版权转让指著作权人依其意愿通过买卖、互易、赠与或遗赠等方式将所拥有版权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有偿或无偿地移交给他人享有的法律行为。其中有偿的版权转让在中国又被称为“卖版权”。譬如有些期刊会采用单方面发布“关于刊用论文版权转让的声明”或与作者一对一签署版权转让协议的方式，要求作者将论文的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网络传播权、发行权等转让给编辑部。编辑部采用论文后，会一次性以稿费的形式给付作者报酬，期刊编辑部同时获得处置该论文印刷版或电子版复制权、网络传播权、发行权等的权利。目前不少期刊可以直接许可国内外一些数据库公司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翻译及网络传播期刊所刊论文之全文的依据就在于此。

版权许可与版权转让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均针对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具体到中国来讲，就是针对现行《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十条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著作权人许可或转让上述权利后，“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版权许可与版权转让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的交易标的物是版权中财产权的使用权，版权在贸易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转移，仍归属原版权人；后者的交易标的物是版权中的部分或全部的财产权，版权的财产权在贸易过程中实现了权利的交接，原版权人在一定时期内丧失了对该权利的处置权。
[24]



（一）交易主体

目前中国版权交易的主体，卖方大体为拥有著作权的“作者”
[25]

 以及通过版权转让等方式获得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人，中介方为代理公司或者代理人，买方一般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出版社、视频网站等媒体渠道。

（二）交易客体

版权交易的客体主要为无形的财产权利，版权交易实际上是权利人对其拥有的版权财产权的处理，故属于无形财产权的交易。版权交易并不涉及著作人身权。

按照《著作权法》规定，版权的客体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具体见表5-4）。
[26]

 上述作品类型大多与传媒产业相关。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版权保护的仅仅是思想的表现形式，即保护对文字、音符、色彩、形状等选择即排列所表达出的思想，而不是思想本身。

表5-4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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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楼荣敏.版权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5-6.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包括哪些.（2015-05-28）［2016-06-30］.http://www.chinalawedu.com/web/5300/ca1505285215.shtml.

（三）交易方式
[27]



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交易市场、交易方式相对较成熟。而中国传媒业特别是处于“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运作机制中的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业长期忽视版权问题。不过，近些年，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传媒业开始重视版权交易，版权交易方式逐渐多元。按照交易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方中介公司或平台，目前主要的版权交易方式可以分为直接交易与间接交易。

（1）直接交易。

直接交易指版权持有者直接与版权购买方完成交易，交易过程中无须经过代理公司等中间渠道。这种模式在中国较为常见。直接交易按照是否付费的标准大体可以分为无偿交易和有偿交易。在1991年《著作权法》正式实施之前，传媒单位之间相互许可对方使用自己内容资源的行为顶多可视为事业单位间的业务合作，而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版权交易。在《著作权法》正式实施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得明确市场主体身份的传媒单位（如报业集团或广电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等）愈来愈重视版权，于是采用有偿交换方式的版权交易逐渐变得普遍起来。在直接交易过程中，常采用以个人管理为主的直接定价模式。

（2）间接交易。

间接交易指版权持有者与版权购买方经由第三方渠道或平台完成的交易。这里所说的第三方渠道或平台可以是第三方代理公司，也可以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就第三方代理公司来看，与欧美等版权交易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版权产业起步较晚、版权交易规模有限，目前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相对较少，不少机构在日常实践中主要是代理与国外方面的版权交易。譬如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曾经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达成协议，代理该协会所有成员的图书版权，目前中国引进的绝大多数俄罗斯版权图书是经由该公司代理引进的。
[28]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也曾经为中信出版社引进了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写的《当中国改变世界》。
[29]



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看，中国目前存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五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对权利人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著作权人可以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自己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授权后，可以代理收取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用，然后按照有关规定转交给相关权利人，以此完成版权交易。数据显示，音著协2015年收取音乐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共计1.7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24%，截至当年，音著协成立23年来，为音乐著作权人收取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总额达10.6亿元人民币。
[30]



在间接交易过程中，常采用以集体管理为主的间接定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版权人和版权使用人双方通过中介机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统一对外签约授权、监督管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会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版权交易和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管理。这样不仅降低了搜寻和谈判成本，而且由于这种模式采取了概括授权，往往是以年为使用期限的，监管成本便随之降低。但交易双方可能存在信息扭曲与机会主义行为。
[31]



四、中国传媒的版权保护

尽管近年来中国版权产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盗版侵权现象仍层出不穷，打击侵权盗版、保护版权已成为中国传媒业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传媒组织可采用技术手段防范、求助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直接提起法律诉讼等多种手段保护自己的版权。

（一）采用技术手段防范

技术便利了侵权盗版，同时亦为防范侵权盗版提供了便利。企业采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字加密（cryptography），另一种是信息隐藏（information hiding）或信息伪装（steganography）。其中数字加密是指将多媒体数据文件加密成密文后发布，使得网络传递过程中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从密文中获得机密信息，但该做法的缺点在于限制多媒体信息的传播；而信息隐藏或信息伪装是指将秘密信息隐藏于文件散发出去，用以跟踪侵权行为并提供法律保护的证据，最常见的技术就是数字水印（watermarking）。
[32]



（二）求助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中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之一是受著作权人委托打击盗版。譬如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与音著协签订代理合同，音著协开展起诉非法使用背景音乐等维权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33]

 再如2010年五一期间《叶问2》上映初每日票房高达2200万元，但到了5月4日票房一路下滑，其原因主要系视频下载网站电驴网、迅雷网等提供了该电影高清画质视频的下载链接。
[34]

 最终，制片方求助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简称影著协），该协会于5月6日向电驴网等涉及盗版侵权网站发出律师函，要求其立即撤除《叶问2》的下载网页，并索赔1185万元，从而阻止了盗版侵权事件对版权持有者的进一步损害，保护了版权持有者的合法权益。
[35]



（三）直接提起法律诉讼

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著作权法》为基础、行政条例为补充，并同时适用国际条约与惯例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媒体版权受到侵害时，亦可聘请律师，直接提起法律诉讼。不过维权方投入高、赔偿额低等客观存在的问题常导致著作权人对依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望而却步”。对此问题，将在第六章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五、目前中国传媒版权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随着国家对版权的重视及版权工作外部环境的改善，中国版权企业管理意识与水平已有所提升，但问题仍客观存在。

（一）版权意识与版权管理水平普遍较低，且参差不齐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逐步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机制
[36]

 ，但截至目前，依旧有不少传媒单位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尚未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37]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传统的“二元产品市场”经营模式过于倚重广告收入，不少传媒单位的领导层对版权长期缺乏了解和重视。以报业为例，多数报社负责人对“版权”概念陌生，对“什么是版权”“哪些收入算是版权收入”缺乏基本了解。

除此之外，媒体属性、类别、规模、所处地域空间及领导者个体理念与视野间所存在的差异造成不同媒体的版权意识与版权管理水平存在差距。总体来看，版权意识与版权管理水平，商业媒体（主要是互联网媒体）高于官方媒体，都市类媒体高于非都市类媒体，大型媒体高于中小型媒体，京沪广深大城市媒体高于其他城市媒体，领导者理念先进、视野开阔的媒体高于领导者理念保守、视野狭窄的媒体。

（二）版权市场不够规范

（1）市场机制尚不完全公开透明，人情面子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早期，传媒单位属于事业单位，传媒单位之间的版权交易多采用无偿交换或低价交易的方式，这时期的版权交易谈不上是市场交易行为，多为内部宣传工作所推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传媒单位开始用市场思维行事，但此前的“人情面子”仍无法完全抹开，致使交易因“人”而异，不具有复制性和推广性。

（2）版权市场中盗版现象仍较严重。

虽然经过近几年持续不断的治理，视频网站、图书、音像制品等大规模、有组织的盗版现象受到遏制，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不断涌现，内容产品的复制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和隐蔽，盗版现象仍较严重。这一点可以从历年“剑网行动”所公布的典型案例及《新京报》等定期发布的“反侵权公告”中可见一斑。

（3）缺乏科学合理的定价模型。

版权同其他产品一样，其价值通过市场交易价格体现出来，但与其他产品不同的是，消费者的价值感知对版权作品意义重大。而消费者的价值感知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这导致版权作品很难继续采用传统的重置成本法、现金流折现法、市场价值法和价值增量法等偏重于生产者的估价模型定价。目前国内版权企业在进行版权交易时常因缺乏科学合理的版权定价模型而导致交易谈判缺乏依据和信心。不过，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基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一些新型定价模型有望被开发应用，譬如2013年6月谷歌公布的电影票房预测模型就是基于与电影相关的搜索量开发而成的。据说该模型能够提前一个月预测电影上映首周的票房收入，准确度高达94%。
[38]



（三）版权法律诉讼“道阻且长”

传媒组织的著作权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维权方投入高、赔偿额低等客观存在的问题常导致著作权人对依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望而却步”。

“投入高”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中国针对版权侵权事件的司法判决常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关。具体来讲，针对版权侵权事件的司法判决，目前中国采用TRIPS协议第45条第1款规定：“司法当局有权令故意从事侵权活动或有合理的根据知道是在从事侵权活动的侵权人，就因侵权人对权利所有人知识产权的侵犯而对权利所有人造成的损害向其支付适当的补偿。”
[39]

 根据该款规定中对侵权人主要条件的规定，针对版权侵权事件的司法判决常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此原则给权利人造成诸多不便。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崛起，版权的复制过程更简单、迅速、隐蔽，这加剧了权利人举证的难度与负担。

“赔偿额低”则与已有判赔标准低、未采用惩罚性判赔思路等有关。媒体在采用法律手段维护版权时所遇到的投入高、赔偿额低等问题将在第六章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四）版权管理专业人才缺乏

版权交易人才较为缺乏也是中国传媒管理版权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多数媒体仍未设置专门的版权管理部门，同时能够熟悉版权法并且精通版权营销业务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较为匮乏，这导致版权交易多交给营销或广告等部门而非专门的版权管理或版权交易部门来承担。因此，未来传媒企业若想扩大版权交易规模、提高版权交易的质量，就需要吸纳一批熟悉版权法且精通版权营销业务的专业人才，以弥补版权交易人才短缺的劣势。

第三节　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的外部支持系统

参与传媒版权管理的国家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构成了传媒版权管理的外部支持系统。本节先简要介绍与版权相关的行政与社会管理部门的职能，然后介绍《著作权法》有关版权取得、许可、转让及限制的规定，最后谈谈外部支持系统管理版权的绩效。

一、管理版权的行政与社会管理部门

涉及版权管理的组织众多，涵盖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及一些社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版权保护与管理网络。从国家级层面来看，此类部门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等。当然，每一部门都拥有一套自“上”（中央）而“下”（各级地方）的纵贯系统。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法与基本法之外的其他法律。《著作权法》即由其负责制定与修订。

（2）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名专利局，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成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目前在知识产权/版权领域内，主要负责以下工作：协调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开展相关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工作。
[40]



（3）国家版权局。

国家版权局是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2013年3月，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全体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3〕14号），整合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目前其主要职责有：一是拟订国家版权战略纲要和著作权保护管理使用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承担国家享有著作权作品的管理和使用工作，对作品的著作权登记和法定许可使用进行管理；二是承担著作权涉外条约有关事宜，处理涉外及港澳台的著作权关系；三是组织查处著作权领域重大及涉外违法违规行为；四是组织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
[41]



（4）商务部。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知识产权已成为商务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知识产权/版权领域内，商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推进多双边知识产权交流，处理知识产权摩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外维权。
[42]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简称国家工商总局，是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有关行政执法工作的正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负责著作权的登记、涉外著作权代理机构的登记注册工作。
[43]



（6）海关总署。

海关是国家的出入境监督管理机关。在知识产权领域内，权利人向海关总署申请其知识产权备案，以便海关部门在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过程中主动对其知识产权实施保护，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44]



（7）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以维护宪法法律尊严为己任，秉持司法为民之理念，处理日常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与刑事案件等，对于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45]



（8）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同时又担负着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因而又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著作权领域，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开展版权行政保护工作、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
[46]

 数据显示，1996年共处理著作权行政案件数量为673件，收缴盗版品数量为279.45万件，到了2014年上述两项数据分别增长至4728件和1666.59万件
[47]

 ，使得各类非法出版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9）集体管理组织。

集体管理组织属于社会管理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以下行为：一是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二是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三是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四是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目前国内的集体管理组织主要有：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
[48]



二、《著作权法》有关版权取得、许可、转让及限制的规定

本部分将简要介绍《著作权法》对版权的取得、许可、转让及限制等方面的基本规定。

（一）版权取得

著作权人通常可通过自动取得和登记取得两种方式获得相应的权利。在中国，按照《著作权法》规定，中国的作品完成后就自动拥有版权。但版权登记可以作为著作权人主张权利或防止版权侵权的证明文件，能够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享有基本的权利。计算机软件，可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登记；其他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如文字、美术、摄影、电影、音乐、建筑作品及工程设计图等，可由省版权登记部门负责登记。数字作品版权登记既可以选择在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平台登记备案，也可以选择在具有数字作品保护智能认证技术、集成可信时间戳和公证邮箱等技术的可信第三方——大众版权认证中心进行存证。
[49]



（二）版权许可

版权许可是指著作权人以某种条件（通常是有偿的）许可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商业性行使其权利的一种法律行为。关于版权许可，《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版权）“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一）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四）付酬标准和办法；（五）违约责任；（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50]

 。另外，对于许可使用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

（三）版权转让

版权转让是指版权所有者将版权中的财产权利转让给他人享有。按照《著作权法》规定，在中国，版权转让的权利仅限于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而不包括发表权、署名权等人身权利，转让的方式有继承、赠与和有偿转让等。同时，版权转让可以是版权中部分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可以是版权中全部财产权利的转让；可以是在版权保护期中某一段时间内的转让，也可以是在整个版权保护期内的转让。
[51]



（四）版权限制

为了防止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世界各国对著作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在中国，在保护期限上，《著作权法》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而公民的发表权及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以及职务作品的保护期为五十年。在权利的限制方面，《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等情况，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52]

 对版权的适当限制可以降低版权保护过度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外部支持系统管理版权的绩效

近年来，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部门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社会组织对版权工作日益重视，在版权管理中取得良好的绩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发展。当然，与此同时，不足之处仍客观存在。

（一）所取得的良好绩效

（1）知识产权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方面的支持。

随着版权相关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政府对版权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2008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由此可见，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已不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层面，更是被提升到中国国家发展基本战略的高度，这为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方面的支持。

（2）版权法律法规不断得以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著作权法为基础、行政条例为补充，并同时适用国际条约与惯例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为了谋求自身经济发展而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着手建立版权保护制度，并于1990年9月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版权法——《著作权法》。该法在制定时主要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制和国际惯例。由于中外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著作权法》在颁布实施后一段时间内显得颇为超前，与当时中国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版权产业经济存在错位与矛盾。
[53]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版权法主要参照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强调版权是著作权人（自然人或法人）对其作品使用进行控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范畴。

自1990年至今，《著作权法》经历了两次修订。第三次修订已启动但尚未完成。

首次修订发生于2001年10月，当时中国为适应1996年WIPO的两个新条约，以及为加入WTO做准备，对《著作权法》进行了第一次全面修订。原《著作权法》有56条，在此次修订中，改动43条（包括合并，如将原第二十三条与第二十四条合并为新第二十四条），删除5条，新增11条，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共计60条，新增的主要内容包括“重新界定了著作权的主体”“增加了‘杂技艺术品’、‘建筑作品’、‘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模型作品’等作为版权保护对象”“增加规定了著作权和邻接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内容”等。
[54]



第二次修订发生于2010年2月。此次修订的直接动因为中国政府在“中美知识产权WTO争端案”中部分败诉。修订内容共有两处：第一，针对原《著作权法》第四条的修订。删除了“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的模糊规定，增加了“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的规定。第二，新增加了《著作权法》第二十六条，即“以著作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对著作权出质登记进行法律上的规范。
[55]



由此可见，上述两次修订与其说源于中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部需要，倒不如说源于中国满足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外在压力。不过，随着中国版权产业的迅速发展，《著作权法》的修订正在从被动的外部压力型转向了主动的内在诉求型，2011年7月启动的第三次修订体现了这种转变。第三次修订更多是基于自身产业发展的需求而主动进行的全面修订。此次修订启动后，国务院法制办曾汇总形成8万多字的书面意见。2014年4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等单位召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问题座谈会所透露的信息显示，就“改得太多还是太少”“基本概念尚未厘清”“公众利益无人代言”
[56]

 等问题目前仍存争议或仍未解决，《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仍在进行中。

中国自1990年颁布第一部《著作权法》以来，已初步形成了以《著作权法》为基础、行政条例为补充，并同时适用国际条约与惯例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其中著作权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行政条例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在国际条约和惯例方面，目前中国适用的有《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TRIPS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等。在立法保护水平上，中国的版权制度体系位于世界中上游水平，高于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57]

 ，正如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迈克尔·凯普林格所说：“在版权保护（立法）方面，中国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已经走在了一个领导的地位。”
[58]



（3）司法与行政并行，版权监管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版权保护的特色在于实行“行政管理”与“司法保护”并行的机制。数据显示，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版权保护强度无论是在行政层面还是在司法层面，均得到了显著提升。1996年全国版权行政机关共收缴盗版品数量为279.45万件，2014年对应数量则增加至1666.59万件；1991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版权民事一审案件153件，2014年对应数量则增加至59493件。
[59]



（4）由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共同组成的版权保护体系逐渐形成。

目前在中国，已初步形成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共同组成的版权保护体系，其中由文字、音乐、音像、摄影和电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构成的行业组织和作为自然人或法人机构的著作权权利人在版权监督管理中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可以从近几年集体管理组织数量的增多、关于集体管理组织打击盗版工作和传媒企业直接提起法律诉讼的新闻报道数量明显增多中略窥一二。与此同时，在国家版权局各种版权宣传普及活动的推动下，社会公众尊重版权、抵制盗版、诚信守法的意识不断增强，为中国版权保护体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60]



（二）仍存在的不足

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不足。

（1）互联网版权立法仍然缺位。

尽管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著作权法为基础、行政条例为补充，并同时适用国际条约与惯例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但该套体系是基于印刷时代而制定的，将其应用于互联网时代越来越不合时宜。正如学者指出，技术的不断创新过程，势必会导致对版权法的不断突破。
[61]

 目前针对互联网版权领域的监管，中国主要采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并未有一部专门的版权法律。譬如，国务院2000年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有提出避风港原则，但对其适用范围，如网络服务商的信息存储空间标示、未改变作品认定、主观心理状态界定、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判断以及协助救济程序等方面却界定得十分模糊，导致该原则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62]



（2）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版权注册登记制度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中国，文著协、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对版权实行集体管理。但目前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带有垄断性质，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在提升效率方面仍饱受诟病。此问题将在第九章展开来讲，此不赘述。

尽管目前世界诸多国家中，版权的注册登记制度已经不再作为版权产生的条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但这些国家多数仍然鼓励作者进行版权登记，并制定了一套简单且便捷的版权注册制度。这主要是版权自动产生原则在为著作权人获得权利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权利行使带来了混乱，而注册登记制度则通过为著作权人提供安全保障措施，保障其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
[63]

 在目前的中国版权登记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著作权法》尚未制定关于登记的一般性规定，导致国家版权局关于版权登记制度的规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并且法律效力较低；二是中国长期实行各地分散版权登记的做法，缺乏统一的版权登记主体，并且登记程序混乱、缺乏统一的作品信息数据库，造成本地登记在异地不予认可、不同地区对同一作品重复登记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版权登记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制约着版权登记制度发挥作用。
[64]



（3）版权讼诉程序烦琐、诉讼成本高、收益低等问题仍客观存在。

虽然中国借鉴国外版权立法，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版权诉讼程序烦琐复杂、原告方举证责任重、版权诉讼赔偿额较低等。以优酷的网络版权为例，2010年电视剧的单集报价最高不过20万元，2011年迅速增长到80万元，这使得优酷的版权支出费用猛增。
[65]

 与此同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解答意见》规定，“一般而言，每集电视剧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整部电视剧一般不超过10万元）酌情确定赔偿额，每部电影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下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66]

 。低赔偿金额，直接导致侵权者采取“买不如盗”的行为。上述问题仍需要立法、行政等部门协同解决。

（4）社会公众版权意识仍较淡薄。

整体而言，随着中国版权宣传普及活动的开展，国家对传媒产业侵权盗版打击力度的加大，中国社会公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已逐步认识到盗版是侵权行为；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已逐步接受付费购买正版产品的选择。不过，对不少人来讲，“窃书非偷”的思想仍根深蒂固，购买正版更多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当有盗版可能时，盗版便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地大量复印报刊、图书，拷贝电脑软件，不规范地引用别人观点等行为仍屡见不鲜。社会公众从被动放弃盗版产品到自觉抵制盗版产品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公众的版权意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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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研报告篇

概览篇试图以英美为参照系，审视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的现状与问题，但这种审视仍有着“雾里看花”的距离感，为更细致地观察中国传媒版权管理实践，本部分采用深度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站在传媒组织角度，从中国传媒版权意识、版权生产与开发、版权交易以及版权保护等方面展开深描。

深度访谈于2016年3月15日至5月19日展开，共访谈19位对象。其中18位对象采用面访形式，1位对象采用邮件访谈形式。在面访对象中，来自报业的被访者有8位，来自网站的被访者有3位，来自高校法学院的被访者有2位，其他5位被访者分别来自杂志社、出版社、通讯社、电视台与广播电台。通过邮件访谈的对象来自国家版权政策制定部门。《全国报业版权管理状况》问卷调查于2016年4月21日针对参加中国报业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暨中国报业发展大会的200多家报业单位负责人开展，共发放185份问卷，但最终只收回32份有效问卷。32份问卷虽不具有统计意义，但是反映出的有限信息亦值得关注。


第六章　权利意识觉醒后的起步：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状况深描

在改革开放初始二十年，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并未被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整个社会版权意识淡薄，版权产业管理粗放。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十多年来，“版权”对于传媒产业/文化产业的基础作用逐渐受到国家与行业的重视。

首先，版权保护已进入国家战略视野。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不仅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巩固了版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等理念则明确了版权保护的落脚点在于创新。由上述中央文件可以看出，版权保护已进入国家战略视野，被视为国家战略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

虽然版权产业说到底是“市场”范式下的概念，但“中国的市场不是独立于国家，而是由国家创造并‘内在于’国家的。一旦市场企图脱离国家，国家立刻就会将其拉回正轨”
[1]

 。基于中国语境下国家范式与市场范式间的关系，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上述决定无疑为中国发展版权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行业监管部门意识到版权对于行业的重要意义。

国家广电行业版权政策制定部门的负责人接受访谈时说道：“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是广播影视发展的核心要素。对此，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知识产权是广播影视行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作为一种专有权和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产生与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天然地被赋予了保护科技创新成果、激励科技创新发展的使命。而广播影视行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内容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积累了丰富的内容资源，聚集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广播影视行业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只有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才能得以保障和促进。二是知识产权是广播影视行业创新的重要依托。创新是广播影视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机制，也是鼓励创新的保护机制。广播影视创新需要知识产权制度来推动和保障，创新成果需要知识产权制度来界定和保护。就广播影视内容创新而言，其本质是创意的产生与运用，只有创意固化为知识产权，才能得到长久的保护和高效的利用。通过授予权利人知识产权，为权利人提供了最经济、有效和持久的创新激励。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内容’可以在多个领域延伸开发。”（18ZW
[2]

 ）

最后，一些媒体高层管理者开始强调版权的战略意义。

2014年，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指出，“版权是电视台的核心资产，是提高媒体竞争力、抢占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战略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3]

 。2015年12月3日，新华社社长蔡名照在第八届中国版权年会“保护新闻作品版权论坛”中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版权，对于促进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4]

 。央视、新华社等媒体高层管理者的明确表态一方面为本单位开展版权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具有全国示范作用。

总体来看，虽然有来自国家与行业方面的积极信息，但“罗马非一日建成”，从“领导重视版权”到“版权真正成为传媒产业的核心”之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版权收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一组数据为例，可以让我们对此产生更直观的认识：“BBC版权开发收益占到总收入的29%，时代华纳占到43%，迪士尼更是高达58%。而在国内，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2012年版权销售和新媒体开发收入为24亿元，占总收入（174亿）的14%。”
[5]

 “央视广义上的版权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为10%～20%，狭义上版权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1%～2%。”（12DZ）《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纸媒来自版权的收入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传媒版权收入的低起点，一方面预示着中国传媒版权管理工作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版权管理工作将表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特征。不同媒体的版权管理绩效将根据“地方政府管控媒体的力度”“传媒市场化程度”“高层管理者版权意识”“传媒内部管理的有效性”等变量而表现为相当广泛的谱系。

如果将观察的视角拉得更大一些便会发现，中国传媒版权管理工作的推进最终仍将受制于进行中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传媒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在无意或无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策略。”
[6]

 “在这样严格的前设条件下，改革的展开显示出体制变迁中高度政治化的、临场发挥式的‘路径依赖’和‘有限创新’特征，呈现出气候多变、步履蹒跚的表象。”
[7]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亦将在传媒版权管理领域内有所投射。

上一章站在产业视角概述了中国传媒业的版权管理状况，本章将站在传媒组织立场上，更细致地审视中国传媒组织的版权意识、版权生产与开发、版权交易及版权保护等。

第一节　中国传媒版权意识觉醒的动力

“理性人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但人们所理解的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利益，依赖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比如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
[8]

 同样，只有具有版权意识/思想的传媒从业者才会将版权视为自己的利益所在，才会利用行政、司法等手段保护自己的版权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传媒业在版权道路上能走多远，在内部因素上最终取决于传媒业“是否有”以及“有多强烈”的版权意识。

从版权角度上看，中国传媒组织适合分为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两大类。官方媒体即从事业单位演化而来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媒体或媒体集团。商业媒体则指直接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媒体，包括：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公司，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闻聚合类网站/公司，阅文集团等网络文学网站/公司，乐视、爱奇艺、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公司等。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这组概念的区别不在于媒体所包括的介质类型或商业化程度，而在于媒体萌生时的初始状态给其行为逻辑所打下的深刻烙印。

在版权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媒体，都曾经历过版权“淡漠期”。官方媒体的版权淡漠主要表现在缺乏版权意识，既不维护自己的版权，又随意侵犯别人的版权，存在“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分你我”的浓厚情结。而商业媒体的版权淡漠则表现为其在发展初期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利用法律上的模糊、监管上的漏洞、被侵权者的无意识及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完备等客观条件，蹚侵权盗版的“混水”。如果说官方媒体早期版权意识淡漠主要源于事业单位的行政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商业媒体早期版权意识淡漠则主要源于商业利益的引导。近一二十年，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媒体的版权意识都有所增强。不过，由于二者版权意识淡漠的根本原因有所不同，促使版权意识觉醒的动力亦不相同。

一、官方媒体版权意识觉醒的动力

官方媒体版权意识觉醒的动力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宏观层面：经济体制改革激活权利意识，市场倒逼其寻求新谋生之道；法治体制与行政治理发挥着促进作用。

官方媒体的版权意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觉醒。“考察传媒改革，一个基本的现实和逻辑起点是，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法治体制和行政治理等的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相互构成。”
[9]

 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亦体现出这种“相互交织、相互构成”的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传媒组织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属于纯粹的事业单位，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生产国家计划范围内的产品，然后再由国家统购统销。例如，上海美影厂20世纪60年代初制作的《大闹天宫》时长110多分钟，投资100多万元。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笔天价投资来自国家计划的财政拨款，并且国家对电影采取统购统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动画师们既不用考虑资金来源的问题，又不用考虑发行的问题：“当时我们不用考虑市场和商业问题。”（朱毓平，上海美影厂副厂长）
[1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传导至传媒行业。“风起于青蘋之末”，1978年财政部认可《人民日报》等媒体“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在传媒领域内撬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角，赋予传媒组织一定的经营自主权，打开传媒市场化经营的空间。但是局部思维转变与局部变革要传导至更广、更深范围仍需时日。不少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官方媒体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仍保留了由国家划拨资金、产品在各单位内“调配”的计划经济生产模式。譬如1982年，郑晓龙来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影视剧制作单位——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工作，该中心与中央电视台都是事业单位。“1984年国家给我们投资，拍了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四世同堂》，我做责编。这部剧做完后拿给电视台无偿播出，我们单位和电视台都是事业单位，拍电视是完成任务，没有赚钱的概念。”
[11]

 “以前广播电视都属于文宣系统，内部之间很少收费。我们的很多节目基本都免费授予地方电视台播出。”（12DZ）在国家调配的投入产出模式下，媒体为事业单位而非市场主体，有完成国家任务的意识而没有投入产出、效率、盈利等市场观念，传媒组织既不需要亦不可能产生维护自身版权的意识，既不需要亦不可能拥有尊重他人版权的自觉：“电视台从来不认为将他人作品使用在自己的节目中是一个会引起争端的做法，更没有关注过委托作品和嘉宾口头作品著作权归属，以及节目播出之外的开发和利益回报对电视台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政策放宽与财政拨款缩减“双管齐下”，中国传媒业的版权意识被市场倒逼着一点点萌生。21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在商业门户网站刺激下，个别报社逐渐产生建立版权联盟及利用法律维权的意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后，传媒业传统“二次售卖”商业模式严重颓败，广告收入的大幅下滑进一步促使媒体重新思考“自己最有价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报社意识到“媒体要回归本真，通过新闻内容坚守社会责任，注重内容生产与深度挖掘，开发版权价值”（5BWK）。曾经依靠广告收入雄霸传媒圈的电视台也不得不寻找新的盈利来源：“以前电视台的版权收入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随着广告收入的增长已经到了瓶颈，于是重心开始逐渐转向版权内容，希望通过对版权的挖掘来开拓新的盈利来源。”（12DZ）

综上可见，官方媒体版权意识觉醒的动力之一在于经济体制改革。除此之外，《著作权法》（1990年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广播影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意见》（广发〔2010〕100号）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呼应，也有力地促进了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当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外界压力也对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起到推动作用。

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引入市场机制为手段，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在这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边缘启动”的特点在官方媒体中表现为市场意识首先萌发于距离内容较远的广告、发行、多种经营等领域，而非版权领域。相较于1979年1月出现的首条广告
[13]

 、1985年1月自建的首套自办发行体系
[14]

 以及1996年批准组建的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来讲，官方媒体按市场规律运营自己版权的标志性事件（譬如2004年中央电视台率先在全国广电单位中设立了版权管理部门，2005年人民网首次与新京报社开展版权合作等）则出现得较晚。其中，官方媒体新闻作品版权意识的觉醒又要较娱乐作品（影视、音乐等）版权意识的觉醒晚一些。图6-1显示出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官方媒体的圈层效应。由于官方媒体内容版权领域引入市场范式较晚，目前的版权管理水平总体来看普遍落后于广告、发行、多种经营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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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经济体制改革对官方媒体的影响圈层

与广告、发行、多种经营相比，版权与传媒立身之本——内容专业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漠视版权，强调广告、发行、多种经营的做法造成媒体商业收益“虚高”于内容专业主义所带来的品牌影响力，此“虚高”部分来自信息传播渠道的垄断。当官方媒体的垄断地位被商业媒体撼动时，官方媒体突然发现受众流失、广告收入下滑之势难以遏止，经营每况愈下。此时官方媒体最“本能”的自卫手段往往是动用行政资源竭力维护原有垄断地位。无论是2014年广电总局频放整顿互联网电视的“大招”
[15]

 ，还是2016年7月北京市网信办责令“登载自行采编新闻信息”的多家网站整改
[16]

 ，多少为此思路的现实体现。官方媒体利用行政力量修补被市场冲出的垄断缺口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此行为只可视为打造内容专业主义影响力、构建版权核心竞争优势的手段。官方媒体应利用行政力量呵护出的“时间窗口”增加自己“去垄断”的耐受力，而不是让行政力量维护或升级原有垄断格局。以“去垄断”为目的的“垄断”才会增强版权在官方媒体的核心地位。

第二，微观层面：媒体高层领导出现版权自觉，同行先行者发挥示范与启发作用。

除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法治体制与行政治理等改革对传媒版权意识的建构外，从微观层面上看媒体高层领导者的版权自觉与同行间的相互启发也对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及版权工作的推动发挥着作用。

（1）高层领导者的版权自觉对于媒体意义重大。

“版权工作是‘一把手’工程，如果没有‘一把手’的支持，该项工作很难进行下去。因为版权工作基本都是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触动面非常广，必须要有一个全局的统筹，这个工作只有‘一把手’才能负责。所以版权工作看似不起眼，但实际很复杂，‘一把手’如果没有足够的版权意识，基本推动不了。”（13GD）从调研情况来看，版权工作有较大起色的官方媒体一般都有一个重视版权的“一把手”。“一把手”的版权意识对单位有着强大的引导力量。这种现象与官方媒体“官”之属性息息相关：“一把手”版权意识强，重视版权工作，则媒体版权工作“兴”；反之则情况迥异。官方媒体中较浓厚的“人治”特色容易使其版权意识与版权管理工作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2）同行间的相互启发也对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起着推动作用。

与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扩散”一样，版权意识的觉醒也有个创新扩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视野开阔、市场敏感度高、高层领导统辖力强的媒体成为先驱，它们一方面承担起改革成本，另一方面也率先收获改革后的红利。先行者蹚出的“路子”降低了追随者的“成本”，先行者获得的创新红利鼓舞着观望者尝试。2006年新京报社对门户网站TOM网发起侵权诉讼，并最终以TOM网主动提出和解赔偿告终，打赢了第一个版权官司，这场官司对整个行业版权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除示范作用外，先行者还通过组建行业协会、联盟等直接助推行业版权生态的改善。中央电视台2011年牵头组织的电视版权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1年牵头成立的广播版权委员会、人民网等2014年牵头成立的新媒体版权联盟等均对行业版权意识的提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商业媒体版权意识增强的动力

以新浪、搜狐、网易等为代表的门户网站，以优酷、土豆、酷6等为代表的视频网站等在发展初期均普遍蹚入侵权盗版的“混水”中。相对以UGC为主的商业媒体而言，以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简称PGC）为主的商业媒体更是侵权盗版的“重灾区”。早期创立的商业媒体深陷侵权盗版旋涡的原因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媒体多以技术起家，建好的网络渠道严重缺乏拥有版权的内容信息。

商业媒体长于建造网络渠道，但建好的网络渠道却缺乏海量的正版内容信息来填充。这种状况好似建成了高速公路却无车可跑。刚刚起步的商业媒体缺乏正版信息有政策与成本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政策方面看，国家政策不允许商业媒体自制某些类型的内容。譬如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16条规定，“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即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该政策使商业媒体无法自制新闻信息。从成本方面看，商业媒体所需要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大量购买正版信息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业媒体来讲，也许是“不可承受之重”。搜狐2010年称版权购买支出为1000万元；优酷2010年表示其在版权购买方面的投入超过亿元
[17]

 。以上数据均说明购买正版内容（尤其视频内容）是笔不小的开支，“能躲则躲”成为早期商业媒体较为普遍的心态。

第二，被侵权的官方媒体暂未普遍表现出强烈的版权主张，甚至不少官方媒体为扩大传播范围乐意放弃版权以便“借道”商业媒体的“信息渠道”。

第三，侵权盗版成本低。即使因侵权被“受害者”约谈甚至诉至法庭，赔付也较少，何况还有大量侵权行为并未被追究。此点将在版权保护一节详细说明。

第四，在侵权盗版普遍存在的“原始丛林”中，即使单个公司明知版权为行业持续发展之根基，也不敢贸然在明知竞争对手都不守版权规则的情况下选择严守规则，整个行业陷入“囚徒困境”。

综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管是个体原因还是行业氛围，不管是商业媒体采取机会主义还是官方媒体无意纵容，均使采取侵权盗版行为的商业媒体所得经济收益大于可能付出的代价。在此情况下，侵权盗版自然为其首选。

不过，商业媒体心目中收益与代价的天平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行政治理力度的加大（外部压力）及上市公司对商誉的重视（内部动力）而逐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促使商业媒体在版权问题上采取新的策略。

（一）法律法规的完善促使商业媒体树立正确的版权意识

版权保护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网络内容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改变了商业媒体对侵权盗版后果的预期，促使其重视版权。以视频网站为例予以简要说明。

相对新闻作品，非UGC的视频内容生产投入大、版权价格高，属于大版权作品。视频网站盗版现象一度非常严重。2009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境内外电影片、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通知》使优酷、土豆、酷6等视频网站重新掂量版权对于自身长远发展的战略意义。2010年4月8日下午，优酷对外发布“合计划3.0”版权战略，向合作伙伴、广告主、大众及媒体提供优酷版权资源清单，并透露目前已经购买现今国内市场80%的市场流动版权。业内人士认为，优酷希望通过此举撇清身上的盗版纠纷。
[18]



（二）行政治理力度加大促使商业媒体版权意识增强

中国商业媒体虽较官方媒体市场化程度更高，但亦受到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的管控。近些年，国家行政治理力度加大亦有力地促使商业媒体版权意识的增强。

（1）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打击网络侵权盗版提供了顶层设计，打破了商业媒体继续利用国家版权战略薄弱进行投机的心理预期。

2008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强调“针对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加大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和刑事司法机关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力度”
[19]

 。《纲要》的出台为延续至今的“剑网行动”提供了明确的顶层设计。该顶层设计使商业媒体意识到国家对网络侵权盗版的容忍度在降低，中国网络不再是知识产权保护（版权保护）的法外之地。

（2）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起专项整治，严厉的惩罚措施（譬如被关闭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增大了侵权盗版的成本。

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起的针对网络盗版的整治活动中，由国家版权局
[20]

 、公安部、工信部（原信息产业部）等多部门自2005年起连续开展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颇具代表性（见表6-1）。

“剑网行动”连年举行，每年治理各有侧重且持续时间久。2013年“剑网行动”重点围绕网络文学、音乐、影视、游戏、动漫、软件以及网络销售平台等展开；2014年“剑网行动”以打击网站未经授权大量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侵权行为作为重点任务；2015年“剑网行动”的重点任务涉及网络音乐、云存储、应用App、网络广告联盟、网络转载等领域；2016年“剑网行动”的重点任务则包括“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打击App侵权盗版”和“规范网络广告联盟”三项。迄今为止，连续12年的“剑网行动”使商业媒体不得不放弃侥幸心理，被抓典型者所承担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也对商业媒体产生了足够的震慑。

（3）行政干预打破了商业媒体的“囚徒困境”。

商业媒体选择侵权盗版不仅是私德问题，还是多主体博弈问题。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人们在各种战略情况下如何行事的理论，强调“结构”对决策者的影响。短期来看，在违法成本低、监管宽松的情况下，侵权盗版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可以用更丰富的内容吸引广告主或用户，因此侵权盗版成为商业媒体的优势战略。但此战略长远来看却会因打击内容版权方的原创积极性而降低版权资源的整体质量，最终又会伤及商业媒体对广告主或用户的吸引力。

要打破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格局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市场的路径，即某商业媒体承受得起因执行正版战略而造成的短期损耗，持续积累正版内容，坚持用正版内容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用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加收益，最终使自己在正版战略下所获收益超过盗版侵权的对手。另一种路径是利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地砍掉侵权盗版的选择或加大侵权盗版行为所承担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使商业媒体侵权盗版的收益低于采取正版战略时的收益。前一种路径较为漫长，且遵纪守法一方在长期损耗中可能因资金跟不上而功亏一篑，最终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后一种路径则可以用行政手段有效矫正市场之不足。国家行政部门出台的打击侵权盗版之政策法规及连续12年的“剑网行动”不仅打破了个体网站机会主义的幻想，而且打破了个体网站无法突破的“囚徒困境”，确保守法者优先胜出而非“劣币驱逐良币”。

表6-1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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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5—2009年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e/channels/596.html资料整理而成。

（三）有一定知名度的商业媒体为谋求上市或为使上市公司免受负面消息影响而比较注意维护良好的商誉，而良好的商誉建立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之上

不少商业媒体谋求从“经营业务”到“经营资本”的飞跃，“上市”则为实现此飞跃的重要途径。而侵权盗版及其引起的诉讼有可能使商业媒体上市计划受挫或股价下跌。因此，一次侵权诉讼、盗版诉讼给上市公司带来的直接损失也许微不足道，但商誉受损致使上市受挫或拉低股价所带来的间接损失却是其“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商业媒体会从关心切身经济利益的角度产生尊重版权的内在自觉。

以视频网站为例。优酷
[21]

 、酷6
[22]

 等视频网站在上市前后为避免国际版权诉讼，均主动治理自己的盗版顽疾。具体来讲，2008年6月11日优酷宣布推出“合计划1.0”战略，与上百家媒体建立联盟。2008年11月11日，优酷宣布“合计划2.0”战略，与300余家媒体合作伙伴、1500余家电视剧制作单位签约，签下当时80%市场流动版权。2010年4月优酷宣布“合计划3.0”战略，宣称2010年4月1日优酷从韩国SBS电视台拿到每年1500小时的经典剧（200部6000余集）及未来三年全部新剧的版权。除此之外，优酷还与索尼唱片等数十家唱片公司签约、与国内主要动漫商签署版权购买协议等。2010年11月有消息称，优酷通过华纳、迪士尼中国办事处，购买了最新一季的《绝望主妇》《实习医生格蕾》等热门电视剧的版权，并以在片头字幕打上“独家授权”字样的形式在优酷“中美同步”播出。
[23]

 酷6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也开始清理、删除网站上无版权的国际影视剧，并禁止用户上传影视内容。之后，还联合搜狐视频出资千万美元，设立“国际影视版权联合采购基金”，购买国外影视剧版权。
[24]



相对新闻门户网站、视频网站，“今日头条”等聚合类新闻客户端在版权道路上算刚刚起步。“今日头条”虽然屡屡被诉侵权盗版，但不得不承认其已有较强的版权意识。在本研究访谈过程中，不止一家媒体提到，“今日头条”曾通过关系主动前来洽谈版权合作事宜，但遭到拒绝。这些媒体拒绝“今日头条”的理由大多是不满意“今日头条”给出的合作条件。持有版权的媒体清晰地意识到“今日头条”签版权合作协议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更在意这类著作权纠纷将影响其上市”（5BWK）。

目前来看，商业媒体的第一梯队为谋求持续发展，已有明确的版权意识与购买或进行版权合作的积极性，但是买卖双方在价格（或合作条件）上的分歧成为阻止成交的主因。

三、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在版权领域内的互动

商业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方媒体提升版权意识，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反过来亦促使商业媒体尊重版权。

虽然在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的版权纠纷中，官方媒体常因版权受侵而颇多抱怨，但客观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业媒体之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官方媒体提升版权意识。如果将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觉醒比作“鸡蛋孵化”，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法律法规完善、行政治理等社会大环境提供了合理的温度与湿度，商业媒体则制造了磕裂蛋壳的外力，这外力促使鸡蛋为避免成为“煎蛋”而加快“孵化”进程。当然，反过来，官方媒体版权意识的提升也促使商业媒体不得不尊重官方媒体的版权。下面着重以报业为例，阐释此互动关系。

（1）商业媒体的竞争促使官方媒体（尤其是报业）逐渐意识到未建立在版权保护基础上的“广泛传播”并不一定是“有效传播”。

报业版权作品为小版权作品。在与商业媒体打交道初期，长期倚重广告的报业首先看到的是借道商业媒体所产生的“传播力”：“一篇稿件在几个通道上传播，阅读量达到上百万”，“没有这些多元化的传播通道和技术发展，报社的传播力难以达到现在的状态”（5BWK）。“2003年底报纸创刊后，仅在北京地区发行纸质版，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有限；与此同时，门户网站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2004年（报社）便开始与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合作，它们为我报的网络传播带来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但当时的新闻内容都是免费的。”（2BW）商业媒体让报纸信息可以摆脱“纸”之限制，在这种“飞翔一般”的快感下，报社一厢情愿地完成如下推断：多元传播渠道所带来的传播力可以增强报社影响力，更强的影响力可以转化为更多广告收入等经济收益。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1999年互联网热潮兴起时，传统媒体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较弱，并不排斥互联网。普遍认为被网络转载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甚至一些传统媒体在与广告主谈判时会以网络转载量来证明自身影响力。”（10ZZ）但是，商业媒体在让官方媒体“借道”的同时迅速成长。随着商业媒体的成长，广告与受众被分流的官方媒体越来越意识到未建立在版权保护基础上的广泛传播并不一定是“有效传播”。所谓有效传播是指能给报社（非编辑记者个人）带来实实在在经济增量的传播。当缺少版权保护这一前提条件时，原先一厢情愿的“广泛传播-影响力-经济收益”的逻辑链条断裂了。

首先，新闻作品在网络渠道上的广泛传播未必能给报社带来影响力。

在版权人未大力主张版权时，门户网站、聚合类新闻客户端在使用他人新闻作品时有较强动机将新闻作品改头换面，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只是扮演“为他人作嫁衣”的角色，广泛传播跟报社影响力并无多大关系。

其次，新闻作品在网络渠道上的广泛传播与其说会增强报社的影响力，倒不如说会强化网络渠道的影响力。

不管是门户网站还是聚合类新闻客户端，均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内容海量”与“按需精选”，以此培养用户忠诚度，成为用户满足自己信息需求时的“优先选项”或“必选项”。当用户在网络渠道中接触到某热门信息时，多少人会注意到此信息来自某报社呢？即使注意到了，多少人会对记住该报社？即使记住该报社，多少人会对报社形成忠诚度呢？没有忠诚与黏度，影响力从何谈起？退一步，即使新闻作品在网络渠道上的广泛传播可以给报社带来影响力，由于报业经济具有地域性，此影响力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报社的经济收益？

最后，除了忽视版权所带来的长期损失，媒体新闻作品借助商业媒体渠道广泛传播所带来的短期收益有限。

即使从短期来看，广泛传播可以给报社带来影响力，并且此影响力可以为报社带来直接的经济增量，但长期来看，此经济增量是否足以抵消报社用自己的内容壮大门户网站与新闻客户端后致使自身渠道空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足以弥补商业媒体壮大后自己失去版权价格谈判权所带来的损失？

理念的转变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上述漠视版权单纯追求广泛传播的弊病如今说起来轻松，但为获得上述认识所付出的成本却曾让中国报业陷入巨大的危机。

第一，广告流失严重。群邑智库发布的2015年《中国媒体市场概览》显示，中国报纸广告收入下降了30%，杂志下降了19%，互联网则增长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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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垄断地位被蚕食。虽然门户网站等商业媒体迄今未获自采新闻的权利，但壮大后的门户网站一直未放弃一点点试探政策弹性空间的努力。尤其是在“因版权售卖者提高单价、版权合作伙伴的扩大而使门户网站版权购买成本逐渐攀升”（8WR）的情况下，门户网站自制内容的积极性很高，自制内容从体育娱乐新闻开始，进而包括社会新闻。2016年7月24日被北京网信办责令限期整改的新浪“新闻极客”“新浪直播间”，搜狐“新闻当事人”“弧度”“点击今日”，网易“回声”“路标”“新闻学院”，凤凰“严肃报道”等均显示出这种试探的力度。商业媒体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自行采制”行为正逐步打破报社作为版权持有者的垄断优势。近几年，随着商业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增强，一些官方媒体亦表现出向商业媒体购买内容的意愿：“现在我们（某门户网站）娱乐类、体育类资讯的内容生产能力较强，很多传统媒体希望用我们这些领域的内容，但是我们考虑到公司战略，不会轻易授权。由此可见，内容商和渠道商的角色在发生变化，在版权交易中，谁能处在主导地位关键要看内容质量本身。”（14WR）

第三，助推出一个寡头买方市场，失去版权价格谈判的优势。

除广告流失与内容垄断地位遭蚕食两个侧面外，中国报业还将付出结构方面的代价。

在互联网“通约”下，虽然从名义上看报业市场仍有行政区划、地理空间的区隔，但是报业典型的“伞状竞争”结构有被弱化之势。在被打通的市场中，缺乏退出机制的报纸行业显得拥挤不堪。分散的报社使有效缔结版权联盟的成本增大，版权联盟薄弱造成报业“温和的”（至少早期如此）版权主张，“温和的”版权主张反过来助推了有着网络平台天然垄断属性的门户网站较快形成稳定的寡头（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而网络公司寡头（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则进一步削弱报业作为整体与门户网站进行版权价格谈判的优势，结盟成本更大。在早期漠视版权助长出的“竞争”vs.“寡头”价格博弈格局下，虽然提供高质量独特内容的媒体仍有一定的版权价格谈判能力，但整体上看报业与商业媒体进行版权价格谈判的优势并不明显。

单纯强调传播范围、漠视版权的做法虽然让官方媒体颇为后悔，但是这一教训也促使官方媒体萌生“版权为传媒行业核心资产”的理念。虽然理念的获得代价沉重，但“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2）商业媒体为官方媒体提供了实现版权价值的增量途径，使官方媒体得到实实在在的版权收益。

相对于官方媒体，商业媒体提供的是增量空间。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官方媒体习惯于相互之间“调配”产品，要让以前“不分你我、一团和气”的官方媒体“拉下脸”来，完全按市场规则交易版权，需要先突破以前一个锅内吃饭时纠缠不清的人情关系。虽然受中国人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商业媒体与官方媒体间的关系多少带有“人情”的成分（譬如某门户网站受访者8WR提到“2004年前后，与传统媒体的商业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对方认可我们的平台，维护好自上而下的通道关系更重要；现在媒体的法律意识健全了，双方会更看重契约关系”），但相对来讲，当二者产生版权纠纷时，按市场思维行事的麻烦要相对小一些。不少纸媒是从商业媒体获得第一笔新闻作品版权费的。在诸多诉讼中，2006年“新京报社诉TOM网”一案在媒体圈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起版权官司最后以TOM网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而告终。“之后，此案促使新浪与全国80%纸媒签署2005至2007年新闻独家转载的协议，转载费用由几万至百万不等，合作范围由一线市场化报纸到边缘地区的都市报。”（10ZZ）虽然“大部分传统媒体版权收益非常少”（10ZZ），但商业媒体为官方媒体实现版权价值提供了有利的增量途径，使官方媒体切切实实尝到版权直接带来的价值，落到手的收益也许不多，但可激发或强化官方媒体关于“版权也可成为盈利来源”的认知。

第二节　中国传媒版权意识觉醒的表现及存在的不足

传媒业版权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是传媒组织关心自己市场回报的结果，反映了传媒内容的市场化程度。

一、中国传媒版权意识觉醒的表现

（一）将版权列入发展战略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湖南卫视、新京报社等均已将版权列入发展战略。中央电视台2013年12月召开了“全台版权工作会议”，“决定召开这个会议，是台分党组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紧密结合世界媒体发展方向，深入考察国内电视业界的竞争态势，反复认真梳理全台的情况后，做出的战略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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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后，新华社新社长、秘书长等领导相继履职后，领导层开始重视新闻作品的版权，并将版权提升到全社发展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和保护。

湖南卫视台长吕焕斌在2013年湖南卫视改革讲话中明确提出，广电媒体的核心资产是版权，内容越强大，版权的可开发价值就越高。湖南卫视将围绕IP资源实现全产业链的内容开发，建立芒果生态圈，并针对湖南卫视的版权生态营造提出三个维度的转型，即从服务观众向服务用户转型，变内容产品为IP资源，向市场生态转变。
[27]



新京报社则定位于“全媒体内容生产原创平台”，将专业的原创新闻内容视为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坚持做最好的新闻报道，坚持高品质的内容原创”；另一方面，“始终走在传统媒体捍卫新闻作品版权的第一线”
[28]

 。

酷6的CEO李善友说：“视频网站走向了一个从平台制作到内容制作的境地，得内容者一定得天下。”“不管是购买美剧，还是自制网剧，归结为一点的核心词是‘内容’，而内容背后，如影随形的便是版权问题。在网络视频快速发展的今天，版权问题已经成为视频网站生死争夺战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9]



媒体将版权提升至战略高度可以为其构建完整的版权管理体系提供总纲，可视为媒体版权意识觉醒的表现之一。

（二）调整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上：一方面，在传媒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版权管理部门；另一方面，谋求建立行业联盟。

（1）在传媒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版权管理部门。

在电视行业中，中央电视台于2004年在总编室设立央视版权管理部，此举领全国广电行业之先。“在整个广电行业内，电视台如何与权利人进行版权清算，如何做版权信息记录等，均没有现成的制度和规范可遵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与著作权人和表演者之间的权利许可、付酬和合作模式都有待探索。当时的央视版权管理部可谓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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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则于2008年8月成立、2009年6月24日正式揭牌版权中心，成为国内首先确立版权管理职能的地方媒体。

在广播行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在资产管理中心下设置节目版权资源管理处。

在报纸行业，人民日报社虽至今未设立专门的版权管理部门，但为规范人民日报社新闻作品版权管理，从2012年起，报社每年与人民网签订《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许可协议》。协议规定，“人民网享有独占许可《人民日报》作品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许可使用《人民日报》作品制作数字化制品和电子报刊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发行、销售等5项权利，并按年度支付报酬。根据协议，《人民日报》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和维权工作主要由人民网承担”（18BW）。

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其新闻作品版权虽至今仍由新华社下属的事业单位——新闻信息中心运营（运营内容主要包括对外供稿、监督用户合法合规使用稿件、处理侵权、产品划分、产品定价等），但新华社已将所有金融信息整合到1989年成立、2016年4月正式挂牌的新华社全资公司——中国经济信息社手中。其金融产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市场中银行、金融机构、资讯服务类机构。

出版社领域内，“近三年，大部分出版社设立了维权部门，不断打击盗版、寻找侵权产品并主动维权”（11CW）。

传媒版权管理工作涉及面广，包括版权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多个层面。传媒组织专门成立的版权管理部/处多只负责版权管理的一个层面，各个层面的版权管理工作散布于传媒组织各个与内容有关的部门。以央视为例，目前央视的版权主要由台里统一生产，频道执行；版权购买也是由台里设置一个购买标准，然后频道执行，最后由台里审核合同。狭义上的版权管理目前已全部集中到版权管理部/处，该部/处的核心业务主要有：制定央视版权管理规则，指导和监督版权管理制度的落实，审核全台各类版权合同，指导和协调节目版权交易，汇总节目版权信息，提供版权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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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版权的开发利用方面，版权管理部/处负责审核哪些属于可用版权但不负责分配审核后的版权；版权保护原来由法规部负责，2015年法规部被合并后由台里统一负责。此外，央视将新媒体版权授予央视网。

（2）成立媒体行业版权管理委员会/联盟。

除媒体自行设置专门的版权管理部门外，处于行业排头兵位置的媒体还积极牵头成立所在行业版权管理委员会/联盟，以推动全行业的版权管理工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行业组织包括电视版权委员会、广播版权委员会、新媒体版权联盟等。

电视版权委员会于2011年由央视牵头组织成立。截至目前，电视版权委员会多致力于联合各电视台和视频网站谈判；与很多公司合作，统一采购图片；联合起来对《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建言献策等事项。该委员会计划将来更多地在新闻产品维权方面下功夫（12DZ）。

广播版权委员会亦成立于2011年。该年3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广播版权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版权委员会章程》。“据悉，广播版权委员会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直属的专业委员会，是由全国140多家广播电台自愿联合组建，致力于提升中国广播版权管理水平、增强中国广播业版权保护能力、促进广播媒体形成良性竞争、加强广播节目创作和交流的非营利性合作组织。该委员会将为会员单位提供版权维权信息，接受会员单位委托开展维权活动，为会员单位参与版权诉讼、仲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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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由中国版权协会指导，人民网承办，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台湾网、中国广播网、中国新闻网等9家中央级网络媒体联合发起成立新媒体版权联盟。该联盟旨在“通过联合抵制和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维护内容生产者合法版权权益”，“对于保护原创内容版权、净化网络传播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18BW）。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媒体也积极组建联合体。譬如《燕赵都市报·冀中版》于2015年5月21日在中国报商联盟峰会提议建立全国报业维权中心，还发起成立以“内容分享、利益共享”为宗旨的地方自媒体联盟，该自媒体联盟“面向保定市二百万受众进行内容生产，其中包含20多家报社及自媒体，联盟内部会有内容版权的交换合作，同时也有专门的法务人士帮助自媒体联盟的成员保护版权”（5BWK）。

成立行业版权管理委员会/联盟虽体现出全行业版权管理意识的提升，但是其实际作用不可夸大。“在中国，行业委员会的角色是比较尴尬的，比如广播版权委员会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从理论上讲应当致力于提升中国广播版权管理水平、增强中国广播业版权保护能力等，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第一，委员会的人员基本都是兼职的，造成委员会工作的推动都是靠个人自觉。第二，委员会内部比较松散，缺乏对成员的约束力，成员愿意加入时则加入，不愿意时则直接退出，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委员会没有被赋予相应的职责、权力，缺乏有效力量去约束内部成员。”（13GD）新媒体版权联盟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没有专职的员工，基本都是兼职做的。一般就是聚集起来共同探讨下当下版权维护等相关事宜”（4WX）。

（三）对侵权行为说“不”

在报业中，新京报社是较早的版权意识觉醒者。资料显示，在版权售卖及版权维护方面，新京报社首开多个“先河”：2005年，新京报社与人民网进行版权合作，打破了人民网从未花钱购买同类都市报版权的传统，此举标志着新京报社版权意识的觉醒；2006年，新京报对门户网站TOM网发起侵权诉讼，最终TOM网主动提出和解赔偿，新京报社打赢了第一个版权官司；2008年，新京报社经过与浙江在线长达三年之久的侵权诉讼，最终获得了应得的侵权赔偿；2014年6月5日，新京报社发表社论《今日头条，谁的头条》，指出“这种通过经营者自身行为展现新闻的方式，在版权法领域是典型的侵权行为”，首次公开质疑“今日头条”等聚合类新闻客户端利用技术手段侵犯媒体的版权，最终由国家版权部门出面干预规范相关新闻客户端的转载。此外，新京报社也是唯一坚持定期刊登版权侵权公告的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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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社反对侵权盗版的态度也很明确。2014年底，新浪与北京青年报社签署的稿件交易协议到期，新浪在未续签协议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北京青年报社的新闻稿件。“数次沟通无效后，北京青年报社向新浪发函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随后发律师函要求断开链接，新浪仍无回复。第一轮诉讼的判决结果显示，法院判决新浪的赔偿额非常少，判决之后新浪仍未断开链接，依然在使用北京青年报社的稿件。目前已进入对新浪的第五轮诉讼。”（9BJ）

2015年10月资料显示，“人民网通过协商，与国内33家报纸、41家杂志、31家网站签订了版权使用许可协议（以有效合同为准）。对于严重侵害人民日报版权的不法行为，通过收集、公证侵权证据，先后对和讯网、21世纪网等19家商业网络媒体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2012年至2014年版权维权直接收益达50万元。2015年人民网又对20多家商业网络媒体提起诉讼，预计版权维权收益超过100万元”（18BW）。

此外，一些地方媒体也开始高调对侵权盗版行为说“不”。譬如《燕赵都市报·冀中版》在2014年11月发布版权声明，明确新闻作品等内容的版权归属、侵权赔偿等事宜。此后，相继针对搜房网保定站非法转载行为（2015年2月）与“今日头条”侵犯新闻版权行为（2015年6月）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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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传统媒体明确对侵权盗版行为说“不”外，一些被侵权的自媒体、原创知识社区（如知乎）和博客等也积极发声。譬如2016年2月多个自媒体指责《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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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通过在网上发表声明、联系当事媒体等方式，发出维权声音，声称将保留法律上追究对方责任的权利。

（四）提升版权合作深度

媒体之间的版权纠纷不断，然而在这样一个以竞合为主旋律的时代，各类媒体以版权为基础建立的合作共赢关系却可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让参与各方利益均沾。以版权为龙头进行全方位的开发与合作显示出媒体不仅意识到版权具有价值，而且能以务实的态度推动版权价值增值。《舌尖上的中国》即为一例。

《舌头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时，央视与美食社区网站豆果网合作：豆果网向央视提供赞助费，央视授权豆果网获得《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独家素材和菜谱；豆果网推出专款App，并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使纪录片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此外，央视与天猫商城合作，将食材、菜谱等素材在开播前销售给天猫，以使天猫提前备货，天猫的“独家整合传播体验平台”在节目播出期间获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并促进了菜谱等网络议题的热烈讨论。

二、中国媒体版权意识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国传媒业萌生版权意识的时代大背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承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其对市场主体的塑造和对产权的明晰直接促成中国传媒组织版权意识的觉醒。不过，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仍是未竟的事业，考虑到中国官方媒体“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定位，考虑到中国传媒组织的市场成熟度（一般来讲，都市报的市场成熟度要高于同级党报，上市传媒集团/公司的市场成熟度要高于未上市的传媒组织）及发展战略存在差异，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传媒业版权意识整体仍较淡薄且传媒业各单位间版权意识差距较大，参差不齐。

（一）中国传媒业版权意识整体仍较薄弱

以报业为例。报业版权意识普遍较薄弱可由我们在中国报业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暨中国报业发展大会上发放的《全国报业版权管理状况》调查问卷调查情况略见一斑。

2016年4月21日，中国报业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暨中国报业发展大会在山东举行，中央及各省市200余家报协理事会单位高层管理者出席此次会议。在本次会议上，我们针对出席会议的报社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等发放了185份《全国报业版权管理状况》调查问卷。两天会期结束后，仅回收23份问卷。随后又有少量问卷陆续寄回，再加上后期催收，最终只回收32份有效问卷，包括23家党报、5家都市报、4家行业报。在回收问卷过程中发现：第一，不少报业高管对“版权”这一专业性相对较强的概念普遍感到陌生。在调查过程中，多名被调查者直言“版权”这个概念专业性太强，自己不清楚。“什么是版权？”“哪些收入算是版权收入？”这类问题亦曾被填答者提及；第二，不少报社负责人直言本报社“根本没有版权方面的管理”。在回收问卷时，有被调查者坦言“我们根本没有版权管理，所以就不必填这份问卷了”。不管是对“版权”概念陌生，还是报社“根本没有版权管理”，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报业管理者“版权”意识普遍较弱这一事实。此外，在访谈中，多位访谈者均表达了对当前媒体版权管理较为悲观的看法：“很多报社没有版权管理与保护意识，更没有配套的保护措施，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传统媒体没有形成新闻作品版权的保护意识，多数媒体认为党报的新闻产品都是公共产品，任何媒体都可以使用，因而更没有保护措施，也更无从谈起有专门的维权队伍。”（7BZ2）“在一些传媒集团内部，大部分版权数据的管理较为混乱，也没有能力将版权价值变现。”（1BJ）

将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置于世界传媒业坐标中，则更能显示出中国传媒版权意识普遍较弱的现实。在中国传媒业中，央视的版权管理工作居于全国前列、高层领导具有较强的版权意识。即便如此，其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时仍差距明显：“国际一流媒体员工均有很强的版权意识，而央视员工版权意识有待提高。国际一流影视传媒机构上到总裁、中层管理者，下到制片人、一线编导、普通工作人员，都有清醒的版权概念，开展影视项目合作、合同谈判，特别强调版权分割、版权收益、产权明晰，将版权资产视为最为重要的媒体资产，并上升到战略高度。而我们央视相当一部分员工，对于版权工作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更没有将其提到建设世界一流媒体的高度，没有将版权作为重要资产来看待、来管理，不重视自己的版权利益，更谈不上从节目创意直至最终销售各个环节把版权意识放在前提条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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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姑且如此，其他媒体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其版权意识薄弱的程度可想而知。

（二）版权意识差距较大，参差不齐

同一行业内不同媒体的版权意识差距较大。单就报业来看，新京报社等版权意识觉醒较早，而“三线城市媒体，甚至一些二线城市的媒体，其管理者并未意识到版权是报社的有效资产”（8BS）。为何媒体版权意识存在差距？访谈中，有访谈对象提到“媒体对版权的重视程度跟其定位、生存压力等因素相关。一些媒体不重视版权可能是因为拓展到金融、房地产、会展等业务可很好弥补生产成本，它们对版权并没有太大需求。并非所有媒体都注重自身原创内容的生产，我们报社重视原创内容生产才会注重版权，这与原创内容的生产成本呈正比，只有知道核心产品的来之不易，才会更有动力保护新闻版权”（2BW）。而媒体的定位及生存压力往往又与其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相关，一般来讲，体制内媒体的版权意识普遍较体制外媒体弱些。造成此差距的部分原因在于体制内媒体一把手倾向采用官员思维，而体制外媒体一把手倾向采用企业家思维：“体制内媒体的经管人员都是官员，他们的思维与市场中的企业家不一样；而且考核尺度的指引方向也不一样，因而体制内媒体的一把手（普遍）没有很强的版权意识。”（3BD）

总体来看，虽然商业媒体（包括商业门户网站、新闻聚合类网站等）常成为版权纠纷的被告，但是随着商业媒体市场收益与版权重视程度间的关系越来越显著，大型商业媒体版权意识整体提升较快，反让官方媒体的版权意识显得较为落后。“体制内新闻网站和自媒体是目前新闻版权的主要侵权者。大型商业网站的版权意识总体是比较强的，侵权转载现象在减少，但地方新闻网站甚至个别中央新闻网站仍在大量侵权转载，这是非常可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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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新京报》的主要稿件至少有200多家转载，但和《新京报》签署版权合同的客户仅有20家，侵权的网站主要是中央级新闻单位的网站和带有政府背景的地方新闻网站。”（2BW）2016年2月《广州日报》《羊城晚报》被曝抄袭网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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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闻也让一直高举版权旗帜、积极打击网媒侵权的报业集团颇觉尴尬。此外，在访谈中亦发现，不少报社提到本报社既遭受被侵权之苦，又曾经历成为版权纠纷被告的情况：“报社人员也会采用一些未经同意不得转载的内容，因而我们报社也会接到一些版权方面的投诉，遇到这类非法转载图片或新闻稿件的情况，我们只能赔付。”（8BS）“现在有许多社会人向我们索要转载费用，每年单位有四五十万的预算来应付这些官司。”（1BJ）版权是把“双刃剑”，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有必要进一步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提升版权意识。

第三节　中国传媒版权生产与开发

版权生产者从个体层面上看，包括编辑、记者、作家（包括音乐词曲作家）、歌手、摄影师、行业分析师及无数的自由写手等；从组织层面上看，则为报社、电视台、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出版社、电台、体育俱乐部、网站、自媒体、通讯社及节目制作公司等。

一、中国传媒的版权生产能力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为生产版权作品的“元老”。2008年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在RIRTV筹备工作通报会上曾介绍，2006—2009年第一期建设完成后，央视的节目生产能力将达到总体规划设计能力的60%，预计生产能力可以达到260小时/天。2010—2012年第二期建设将改造老台，使之到2010年实现全网络、全文件、全非线。2013—2015年第三期完成后，央视制作能力达到每天400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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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除了国内31个分社外，海外还有161个分支机构，每天24小时播发新闻，产量巨大。明确定位于“全媒体内容生产原创平台”的新京报社每天原创的内容超过300条。

电影产业中，2015年我国故事影片产量686部。全年新增银幕8035块，平均每天增长22块，全国银幕总数已达31627块。

视频网站、网络文学平台等亦表现出巨大的版权生产能力。2014年被称为“中国网剧元年”，各视频网络平台都推出了代表作。其中，2014年底爱奇艺自制剧就达到302集，剧集总数1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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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腾讯在一个月内宣布成立企鹅影业和腾讯影业两家影视公司。企鹅影业由腾讯视频成立，该影业一次性宣布将自制包括《鬼吹灯》在内的八部网络剧，此外，还计划每年参与10到15部电影投资。腾讯影业由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成立，该影业在成立当天就公布了11个IP电影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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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爱奇艺推出超级网剧计划，共投资30多个IP，其中包括《爵迹》和《无间道》等。视频网站自制影视剧的热情迸发出巨大的版权作品生产能力：2015年约有600部、共超过7000集网络剧问世，这个数字超过了全国卫视黄金档电视剧的新剧首播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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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网文创作的收入规模超过70亿元人民币，在线长篇小说完本数量超过10万部。2015年3月16日腾讯文学和盛大文学整合而成的阅文集团拥有约1000万部作品的版权，约占中国原创文学内容资源储备的90%，旗下作者约400万名。

二、媒体版权作品类型

媒体所生产的版权作品主要包括新闻作品、娱乐类作品及专门化信息服务（报告、数据库与软件系统等）三大类。

（一）新闻作品

国家以批准刊号、颁发许可证、颁发编辑记者证、制定规章制度（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形式明确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拥有生产新闻报道的合法地位。媒体通过生产新闻报道履行环境监测的社会功能，公众通过消费新闻报道满足基本的信息需求。回顾中国新闻史便会发现，新闻报道并非天然就是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之前，媒体单位均属于新闻事业单位，被认为是和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一样，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媒体作为国家行政机器中的一个组件，生产活动的目的是宣传，其产出的新闻报道与行政单位出台的政令一样，不具有商品交换性，只具有宣传性。1979年财政部认可人民日报社等单位“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后，“企业化管理”最先选定的突破口是广告经营而非内容，当时新闻报道是否是商品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1990年新中国出台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排除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畴之外，并且未明确表述时事新闻的内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新闻媒体受事业单位思维惯性的影响，普遍缺乏版权意识，并且尚未面临新闻报道被网站随意转载的现实困境，故此立法上的模糊并未给现实生活带来多大的困扰。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报业与门户网站间版权纠纷案的增多，人们才不得不重新思考新闻报道是否属于不受版权保护的时事新闻这一问题。

在大量新闻报道侵权案件中，使用者（转载者）倾向于主张被使用的新闻报道是不享有著作权的时事新闻，但这一主张自然难以被媒体接受。

（1）从法律角度看，媒体从业者普遍认为新闻报道根本就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时事新闻。

“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不需要在转载前征得许可，事后不需付报酬。时事新闻在《著作权法》中有特别严格的界定，范围非常窄，仅指那些简单、客观对新闻的描述，不带有作者主观判断和选择，以及不带感情色彩的纯客观描述。作品指作者投入创造性劳动而产生的智慧性成果，现在报纸上没有绝对纯粹的时事消息，除新华社通稿外，每家报纸的文章除了一些固定的东西外都是不同的，凡是有作者独创性的文字都是作品，都是有著作权的。新闻作品转载要征得权利人同意，事后还需要付报酬。”（9BJ）

（2）从投入产出角度看，媒体从业者认为新闻作品若为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则意味着媒体只有投入生产的义务，却没有掌控产出的权利，有失公平。“每天全力打造一篇精品新闻，四十余名采编人员，每年投入500多万元费用。不仅是平均每篇一万元的财务成本，记者采写一篇优秀稿件，更需要付出大量汗水和思考，在各个新闻现场间奔波、调查，才能写出优秀的、负责任的新闻”
[43]

 ，一个自负盈亏的媒体单位如此创作的新闻报道如果得不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的确让生产者难以接受。

在新闻报道是否属于受保护的版权作品这个问题上，媒体单位主张新闻报道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诉求亦得到司法判例的支持。譬如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法院通过个案分析审理认为，时事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叙述，不包括作者的主观感受、思想情感或修辞、评论。在具体的新闻写作中，作者在对单纯事实进行描述时，一般会发表自己的体会、评论等主观内容，这样的新闻实现了单纯事实和作者构思、表达的有机结合，作为整体具有了独创性，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44]

 。基于已有的司法判例，目前人们倾向于接受新闻报道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一观点。

（二）娱乐类作品

除生产新闻作品之外，媒体还生产娱乐类作品。

娱乐产品与服务本不属报业传统生产领域，但是近些年，不少报业集团在多元经营中，投身影视剧、话剧等版权作品的生产。《广州日报》“积极涉足影视产业，按照创作主旋律作品的要求，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影响的精品力作。借助影视作品如《中国皇后号》的创意和版权，以品牌价值四两拨千斤，获取资本支持”
[45]

 。《北京青年报》投资了《正阳门下》《全民目击》等影视剧。

广播电视是传统的生产影视剧、综艺节目、纪录片等娱乐类版权作品的主力军。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百变大咖秀》《变形记》《花儿与少年》，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星光大道》《春节联欢晚会》《舌尖上的中国》等均为所在媒体带来不错的版权收益。譬如中央电视台2014马年春晚出售电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实现近3000万元的盈利。《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已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覆盖领域达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发行市场中获得单集超4万美金的版权收益
[46]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首轮海外版权单片销售额达35万美元，创造了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的最好成绩
[47]

 ，该片在爱奇艺、优酷、乐视、凤凰视频、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等视频网站热播，向各网站开出的版权价格为40万元（外加40秒主冠名的插播广告）
[48]

 。

视频网站对版权战略价值的认识促使其不再满足于渠道方优势，而是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积极涉足内容制作领域。爱奇艺自制的《盗墓笔记》《活着再见》《皮囊游戏》《奇葩说》，优酷自制的《嘻哈四重奏》《泡芙小姐》《暴走漫画》《乙方甲方》《万万没想到》等娱乐类作品都有很高的收视率。

（三）专门化信息服务

新闻作品、娱乐类作品的最终消费者常为社会公众，而专门化信息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则常为机构。专门化信息服务或为机构决策提供依据或为机构服务消费者提供内容，前者如拥有版权的行业报告、舆情报告及软件系统平台等，后者如数据库等。

新华社提供的专门化信息服务主要包括“新华08”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及其他各种专项作品。“新华08”金融交易服务平台由新华社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信息社负责运营，于2007年9月20日正式运行。“新华08”参照彭博、路透金融信息运营模式，以终端形式为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参与国内外债券、外汇、证券、黄金、期货和产权交易，提供交易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交易中的订单递交和风险管理，交易后的清算结算和信息反馈，是将实时资讯、行情报价、历史数据、研究工具、分析模型和在线交易融为一体的金融信息综合服务系统。
[49]

 2009年资料显示，当时其共有12个子系统：一是资讯系统，每天24小时播发全球资本市场以及50多个行业资讯；二是行情系统，实时同步展示全球主要交易所的行情，以及国内外主要商品价格；三是数据系统，系统提供中国宏观数据、中国行业数据、主要国家和地区宏观数据三大类结构化数据；四是债券系统，系统提供人民币债券综合分析服务；五是模型系统，能提供17种金融模型，分析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六是咨询系统，每天提供新华社经济分析师采写的经济分析报告；七是交易系统，产权交易通道即将开通，债券、外汇交易方案已经专家论证；八是发布系统，不仅向用户提供资讯，还通过“新华08”发布用户的资讯；九是视频系统，视频系统节目可通过PC终端、手机、楼宇、大屏幕、列车等点播和收看；十是手机系统，可通过Symbian、Windows Mobile、Blackberry三大手机平台提供服务；十一是英文系统；十二是个性化服务系统。
[50]

 “新华08”的竞争对手主要有国外的路透、彭博及国内定位于中端用户的世华、文华、Wind等终端和定位于小型投资者的钱龙、大智慧等平台。与竞争对手相比，其优势在于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拥有丰富的国内金融资讯以及遍布国内外的信息收集网络等，劣势在于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目前无法查得“新华08”在金融信息市场中所占市场份额的确切数据，无法评判其实际运营效果。

此外，中国经济信息社官网显示，其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还包括新华财经、新华丝路、政务信息、能源信息、农业信息、房地产信息、海洋信息、烟草信息、舆情监测、战略咨询、新华指数、新华征信、经济智库等13种。
[51]



除新华社外，央视财经频道也将目光投向金融类信息服务。该频道将自己的愿景表达为“搭建以财经频道为龙头，以财经数据库为核心，包括财经电视频道、财经报纸、财经杂志、财经广播、财经网络、数据库、财经研究机构等在内的全链条财经信息服务平台”
[52]

 。

人民日报社所提供的专门化信息服务主要包括网络舆情咨询与数据库等。与新华社一样，人民日报社的专门化信息服务集中在其全资子公司——人民网手中。从人民网2012—2015年财报可以看出，除2012年外，包括新闻信息版权销售以及网络舆情咨询研究、数据库等信息增值服务形式在内的信息服务不到总营收的1/4（见表6-2）。

表6-2　人民网各主要业务的营业收入及其收入比例

[image: 38]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2—2015年年度报告。

媒体提供网络舆情咨询服务的优势，一方面在于其拥有成熟的社会信息采集系统与相对丰富的信息加工处理经验，另一方面亦在于政府、企业因有宣传需求而对媒体有所依赖。鉴于上述优势，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在版权生产与开发时颇为青睐舆情咨询服务。甚至一些三线党报亦有意加入舆情服务行列中来：“报社计划做信息服务，将舆情分析等有价值的信息销售给政府部门，促成内容产品的变现。”（8BS）

在数据库方面，根据数据库是否归内容初始版权方所有，可以分为原生数据库与再生数据库。前者指媒体将自己拥有版权的内容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数据库产品，该数据库归内容初始版权方所有，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聚合自有信息建设的数据库。后者则指并不直接生产内容的第三方技术平台从内容生产方购得版权而建成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内容初始版权方，而是归掌控数据库平台的公司。如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简称CNKI）、维普和万方等以版权为核心资源的聚合型网络平台。在上述三家网络平台中，属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知网资源更全，数据更新较快，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中文信息知识服务提供商，拥有期刊、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古籍、外文文献等资源。

三、版权生产方式

传媒版权生产方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生产，譬如某个画家、作家或学者凭个人之力生产出画作、小说或学术专著等作品。第二类为机构专业生产，包括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电影、唱片公司等所完成的版权作品的生产，采用此类方式生产的内容被称为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第三类为公众委制生产，包括用户利用微博、微信、网络文学网站、视频网站、众筹网站等平台上所完成的版权作品的生产，采用此类方式生产的内容不少为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不过，目前亦出现了机构专业生产与公众委制生产的混合体，即被某些媒体采取的“专业-业余模式”（pro-am model）。

本部分着重谈后两种生产方式。机构专业生产为工业时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其特点为高度专业化的机构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能决定“谁来创作”，并且能将获利的大头掌握在自己手中。机构专业生产遵循“二八定律”。公众委制生产则为伴随着互联网时代UGC内容的崛起而焕发光彩的新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人生产”成为可能，并且生产者个体在分配利益时能拿到更多。

（一）机构专业生产

机构专业生产主要包括自主生产、合作生产两种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机构参与生产程度不同，因此拥有不同程度的版权。

（1）自主生产，拥有全版权。

官方媒体的新闻作品多由频道、采编部、客户端运营团队等业务部门完成，专门化信息服务则多由媒体下属公司承担。这两类信息常采用自主生产的方式完成，版权生产者拥有全版权。官方媒体的娱乐类作品常由媒体下属公司负责运营，譬如中央电视台全资子公司中央国际电视总公司负责综艺、影视剧等。部分娱乐类作品也采用自主生产的方式，譬如央视制作的春晚。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央视注重做好春晚所使用素材的版权审查工作，保证春晚中所使用的素材均无版权争议，成功实现了春晚版权零瑕疵，这为央视主张春晚的全版权奠定了基础。

体育赛事巨大的版权价值也吸引着包括网络在内的各媒体平台不再满足于版权购买，而是开始在版权生产环节跃跃欲试。譬如，腾讯争得2013—2020年中国奥委会的唯一互联网合作伙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后，将“社交奥运”“技术奥运”作为自己的主打方向。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组建170余人的腾讯体育采编团队，在里约近千平方米的演播室内除制作常规赛事报道外，还在奥运期间推出一系列围绕奥运冠军和知名运动员的互动节目和泛娱乐化节目。当年，乐视体育首席内容官刘建宏曾介绍说，乐视将整合文体明星资源推出体育娱乐节目，创造贯穿奥运全年的“吸睛”热点。新浪亦曾表示，新浪的奥运报道将延续其新闻报道专业、深度的优势。除赛事报道之外，新浪还将通过与巴西体育部门、巴西媒体和当地华人社团的合作，以更加原生态、本地化的视角来报道奥运，力求“完整、丰富、多元的奥运报道”
[53]

 。

自主生产的好处在于：第一，可以拥有全版权，有效掌控后期的立体开发，获得较多利益回报；第二，可以锻炼自己的制作团队，避免自己的制作团队被边缘化。其弊端在于：第一，独自承担风险；第二，缺乏外部不同思考的引入，创新力可能因此受限。

（2）合作生产，拥有联合版权。

各类版权作品都有可能采用合作生产的方式，不过与新闻作品、专门化信息服务相比，投资较高、市场收益遵守“二八定律”（即20%的畅销品收获80%的收益）的影视娱乐产品更适宜采用合作生产方式。在国家制播分离政策的引导下，不少电视台近些年颇青睐合作生产。“（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节目生产团队，在各行各业都有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但最近几年由于政策收紧，导致我们更多地依靠与其他公司合作。”（12DZ）

在与电视台合作生产的公司中，灿星颇具代表性。灿星是美国新闻集团旗下星空传媒频道星空卫视进入中国时成立的制作公司。这家公司多次引入节目模式，与电视台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就要分割版权，版权如何分割视合作双方的谈判能力而定。以央视为例，“在与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央视在版权方面也有一些明确的要求。譬如，一般情况下，央视要拿到在电视台播出的所有权利。对于新媒体的权利，如果是对方开发，则一般五五分成。合作生产的纪录片70%的版权由央视掌握，动画片类似于纪录片。这些措施保证了央视拥有强大的版权内容资源”（12DZ）。而一些较弱势的电视台可能就无法为自己争取到比较高的版权比例。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讲，由于其现有的制作能力有待提升，因此常常是拿下作品的全版权之后，再外包给制作公司进行联合生产。《暗黑者》即由腾讯视频出品，但与慈文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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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生产。

合作生产的好处在于：第一，可以分担风险。影视作品遵照“二八定律”，大部分不盈利的版权作品所造成的亏空需要靠少数高盈利的版权作品来弥补。譬如2009年中国全年共生产456部电影，其中真正能拿到影院放映的不到十分之一，在这十分之一里，能拿到丰厚票房回报的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采用合作生产的方式可以有效分担较高的风险。

第二，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基于各方优势资源叠加而建立的合作关系往往产生1+1>2的协同效应（亦即范围经济）。合作生产的增量部分有可能使合作方获得高于独自生产时的收益。

第三，可以将外部更先进的节目制作理念及新鲜风气引入传媒内部，促进传媒创新，促进传统媒体更新理念。

弊端在于：第一，物色合适的合作团队并与合作团队建立、维护合作关系时，需花费较高的交易成本。

第二，拥有部分版权，有可能不太容易有效掌控后期的立体开发。

第三，长期外包生产可能会使自己的制作团队因失去锻炼机会而日渐萎缩，最终致使媒体沦为内容展示平台、播出渠道，而非不断产出高品质版权作品的源泉。

比较上述两种版权生产方式可以看出，版权生产者需要在自制生产作品与合作生产作品之间设定一个合适的比例，并建立科学的节目风险评估机制。根据节目风险大小，选择自制或是合作生产。

（二）公众委制生产

微博、微信、百度百科、知乎等均采用公众委制方式完成生产。第五章已对公众委制概况做过较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这里只介绍公众委制网络文学（简称网文）作品的生产细节。

网文作品作者与读者均为网文平台用户。作者创作处于自主状态，不过，也会受到网文编辑的影响。网文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与出版社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比较而言，网文编辑与作者看起来更像合作伙伴。

网文编辑可分为小组编辑、审核编辑、运营编辑、宣传编辑等。小组编辑负责与作者沟通、把控作品内容；审核编辑负责查找违禁内容；运营编辑负责渠道运营；宣传编辑则负责宣传工作。其中小组编辑处于网文生产的前端，帮助筛选作品、培养作者，然后把已经捧红的作品交到其他部门的手里。各网文平台编辑所负责的活跃作者的规模有差异，阅文集团旗下的云起书院有“五个编辑组，每个编辑组五六个编辑，分摊几千号活跃作者，这意味着分摊到每个编辑身上得有数百个正在更新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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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文编辑的工作被概括为“发现好书、培养好书、推广好书”三个环节，用更简单的词汇来形容，就是“看书、聊天、排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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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中国传媒的版权开发

版权开发指围绕初始版权作品所完成的周边产品开发，是版权价值增值的有效途径。电影行业著名的“窗口理论”或“火车头理论”都强调一部成功的电影如何通过版权开发产生增值效应。以电影为例，美国一部电影的收入只有约1/3来自票房，另外2/3则来自围绕电影所做的各种版权开发（如CD、DVD、服装、游戏、主题公园等）。

传媒版权开发既可由组织独自完成（这类组织一般是追求范围经济的传媒集团），亦可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完成。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完成的版权开发可称为版权合作开发。新京报社较早提出的“版权换股权”即可视为版权合作开发的一种形式。“版权换股权”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拿版权直接去换股权，而是双方达成资本层面的合作。以新京报社和腾讯合作建立的大燕网为例，在这桩合作中，腾讯看中的是新京报社的资源、资质、品牌和内容生产能力，而新京报社则看中了腾讯的渠道、技术、资金，双方优势互补、一拍即合，合作建设了大燕网这样一个面向京津冀地区的区域门户网站。新京报社持大燕网股份的49%，腾讯则占股51%。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之前，腾讯是购买新京报社新闻版权的大客户；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后，腾讯无须再为获取新京报社内容而支付版权费。新京报社虽失去了直接售卖内容版权所获得的收益，却可以随着合作公司的成长不断扩大收益，此收益远超单纯的版权收益。这种方式简单来看就是拥有版权资源的新京报社与拥有渠道技术优势的腾讯合作运营同一门户网站。如果将此门户网站视为新京报社在网络空间衍生的新产品的话，此种合作形式即可视为新京报社与腾讯合作开发传媒版权的实践。

除“版权换股权”外，拥有版权的出版社、网站或电影、电视剧制作公司等将自己拥有版权的声音、图像、文字等授权其他公司使用，生产衍生产品，并与被授权方共同分享衍生品市场回报的行为均可视为版权合作开发实践。譬如，《超级女声》版权方天娱传媒与广州美卡音像合作开发超女首张原创大碟《超女终极PK》，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发彩铃，与文具制造商贝发集团在文具领域内合作开发“超女笔”“超女礼品”等。

目前，中国传媒的版权开发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报业版权开发总体偏弱

报业版权作品主要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新闻作品，属于成本低的小版权作品，版权开发增值效应较低。下面就结合回收的32份《全国报业版权管理状况》调查问卷简要描述报业版权开发情况。

（1）虽有多家报纸未采取过版权开发方面的措施，但前景较为乐观。

在32家填答问卷的报业单位中，17家未采取过版权开发方面的措施，13家则曾采取过版权开发方面的措施，另有2家单位对该问题的回答空缺。不过，有近70%的填答者均认为未来5年本单位会加大在版权开发方面的投入，这表明至少这些填答者倾向于认为报社应该加大版权开发投入。采取过版权开发措施的媒体虽采用的版权开发形式较多样，但收入普遍不高：“每隔一段时间会对报纸内容进行一次二次开发和利用，制作成相关的图书、手册、绘本等；尝试用日历、月历等形式，对公民健康素养的内容进行提炼、包装；以及对原有版面内容进行整合、重新包装后推出微博、微信、客户端等。”“不过，这部分的收入还是太少了，前景也不容乐观。”（6BW2）

（2）报业从不缺少开发新技术终端来展现内容的积极性，但当前的多渠道开发大多表现出政策导向而非版权导向的特征，未必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版权开发。

如果将多渠道展示视为报业版权开发形式的话，在曾采取过版权开发行为的报业单位中，最常用的多渠道版权开发形式为“主办报纸网站（包含综合性门户）”（11家）、“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11家）、“微博推送内容”（9家）、“开发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电脑等）App”（9家）、“发行PDF电子版”（8家）、“发送手机报”（6家）、“发送电子邮件版报纸”（3家）、“制作光盘电子版”（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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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报业单位随着技术发展将传播渠道从“纸”延伸至网站、手机、“两微一端”等的做法较普遍。从理论上看，多渠道开发可以依据“窗口理论”实现价值增值，但可惜当前中国报业的多渠道开发更多表现出政策导向而非版权导向的特征。

版权导向型多渠道开发与政策导向型多渠道开发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行动方案以市场逻辑为优先，后者的行动方案则以政治逻辑为优先。政治逻辑主导下的政策导向型多渠道开发从根本上讲出自响应政策、拿项目、出政绩的需要而非完全出自经济需要。媒体决策者在做出是否拓展新渠道、按什么样的节奏拓展新渠道时首先考量的因素是主管部门是否有这方面的政策、是否可以从主管部门拿到相应项目以及是否可以借此提升政绩等。拓展新渠道后是否能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是否能增强报业竞争力等则是次要考虑的问题。其有两个特点：第一，在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划与倡导下，报业单位“来不及”“顾不上”或“认为没必要”去思考多渠道拓展是否为报业保持竞争力的充要条件、是否能切实拉动报业经济增长等问题，便匆匆忙忙拿项目、上项目，确保不会错过多渠道开发这班车。至于上车之后怎样办，“摸着石头过河”好了。第二，重技术，轻版权内容。中国报业在技术道路上奔跑的速度远快于在版权管理上所做的努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多，简单来看，首先，多渠道建设相较版权工作易出政绩。不管是建网站、办手机报还是开发“两微一端”，只要钱“砸”下去，马上可以看到一个“坑”，在领导任期内即可完成；而版权工作则可能需要做大量的版权资产梳理、版权权属明确等基础性工作，其成效未必是领导在任期间可以显现出来的。不少领导不太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或者不太愿意抓一个有可能被后任中途摒弃的“长线”工程：“报社高层经营者更关注短期获益的方式；执行者更不会考虑饮水思源的问题。从现有情况看，国内党报中99%的高层领导是不会考虑到长期发展问题的，因为他们只考虑眼前的做法能够产生效益，不出问题，考虑更长远的发展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很尴尬的。”（3BD）其次，相对于内容来讲，技术离意识形态较远，风险较小。最后，不少报社还未被逼到沉下心来啃版权这块“硬骨头”的地步。多渠道开发需技术与内容两条腿走路，并且技术渠道延伸到什么程度应视版权内容的延伸力而定。脱离版权内容，为技术而技术的多渠道开发多是“扬短避长”之举，其效能值得反思。

个别媒体在版权弱化情况下沿着多渠道开发奔走多时之后，终于逐渐意识到“报社以新闻客户端为主体的媒体布局已经没有市场机会和发展潜力，不应再大力发展自己的客户端，而应注重自己的版权运营，向内容渠道商提供优质的内容产品，通过内容变现或者通过‘版权换股权’的方式来合作”（2BW）。技术狂欢之后的媒体开始回复本真。

（二）影视媒体版权全产业链开发近些年较有起色

电视节目版权中较有代表性的是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该活动参与方主要包括湖南卫视、天娱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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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蒙牛集团。在这场活动中，湖南卫视赢得了收视率和利润率，天娱传媒签约未来巨星，赞助商蒙牛获得良好的广告传播效果。围绕《超级女声》所完成的版权开发包括与电信分成的短信/彩信，收取版权费的彩铃，采用商标授权形式开发的服装、食品、玩具，签约选手的商业演出、代言以及图书、影视（《美丽分贝》）、唱片（《超女终极PK》等）等多种类型。有人保守估计2005—2009年，由《超级女声》带动的产值超过10亿元。《超级女声》对版权的全方位立体开发在国内迄今仍具标杆意义。

围绕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所完成的版权开发包括票房7个亿的电影、下载量超过1.2亿次的跑酷手游及5本图书。播出《奔跑吧！兄弟》（2017年2月13日更名为《奔跑吧》）的浙江卫视推出综艺大电影《奔跑吧！兄弟》，在影院掘金近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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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好声音》项目中，灿星一方面直接参与浙江卫视的广告分成，另一方面成立合资公司梦响强音与选手签约，把包括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收归己有。

2015年获雨果奖的《三体》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版权资源。游族影业与阿里巴巴集团等共同宣布，将推出根据知名科幻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三体》。除了电影外，还将开发《三体》的网剧、手游、页游、动画、话剧等一系列周边产品。

案例：《花千骨》的千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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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慈文传媒制作的周播仙侠剧《花千骨》贯穿2015年暑期。通过售卖电视剧《花千骨》播放权，慈文传媒不仅从湖南卫视和爱奇艺共获2.29亿元收入，更是在剧集播放过程中顺利借壳A股上市。据了解，《花千骨》是慈文传媒毛利率最高的产品之一。截至2014年底，《花千骨》首轮发行已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68亿元，毛利率约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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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千骨》在湖南卫视非黄金档独家首播，创下3.89%的收视率，拿下年度收视亚军，巩固了湖南卫视在业界的周播剧霸主地位。独家网络版权方爱奇艺获得全网超过1/3的播放点击量，为爱奇艺带来的用户一个月内就过亿。爱奇艺还联手游戏公司天象互动推出手游和页游。同名网络游戏《花千骨》2015年初上线后每月收入流水即超2亿元。2015年8月腾讯应用宝发布的手游数据报告显示，该款网络游戏依然占据下载榜第二与收入榜第三位，新孵化出的《新花千骨》网游，也登上了下载榜。剧中“十方神器”、香薰、玩偶甚至主角佩戴的铃铛都成为衍生品在爱奇艺商城售卖。此外，围绕《花千骨》开发的电影和舞台剧已提上日程，电影预计2016年下半年开机。

（三）网络媒体版权开发相对活跃

目前，网络文学成为版权生产的沃土，为出版社、影视制作公司、游戏公司、漫画公司等提供丰富的养料。《花千骨》《琅琊榜》《甄嬛传》《芈月传》《步步惊心》《致青春》《盗墓笔记》《鬼吹灯》《裸婚时代》《择天记》等一批热门影视剧均为网文的衍生品。除影视剧外，网文还被开发为实体书、游戏、漫画等多种形式。截至2015年底，由网文原创作品转化为图书出版的超过了5000部，其中，515部改编成电影，201部改编成游戏，130部改编成动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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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文的平台众多，阅文集团囊括了QQ阅读、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院等众多知名品牌，该集团拥有电子图书约1000万册，原创文学数量占90%以上。2015年，QQ阅读注册读者约有6亿。庞大的网文生产规模使阅文集团可以从全产业链角度考虑版权开发：“10年前，这个市场上只要一部作品能够卖出去影视版权，就可以称自己是全行业的胜利者，而今状况大不一样，销售版权已不再是主流的合作方式，阅文将产业链的触角延伸到了下游，和影视公司、游戏公司联合开发、共享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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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阅文集团已与2000家出版社，300家顶尖的游戏厂商、动漫厂商、影视机构建立了合作。版权生产与开发之间已建立起良好的联动机制。

案例：《择天记》版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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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天记》作品连载前即开始制定IP整体运作计划，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为新书展开营销。前期即开始介入小说周边的制作，并直接投资5000万元进行动画化，使得作品上线之初即已经形成了不错的明星IP效应和粉丝共鸣。前期引入的游戏厂商顺势发布相关游戏产品，有效放大了关注度，而IP的一致性，使得读者归属感变得更高。随着电影版权的推出，整个IP的链条变得完整，且形成读者玩家观众的多向循环。

除网文平台外，2011年初上线的知乎也尝试做版权开发。譬如与中信出版社合作，将知乎成立三年以来创业类目下的精华问答整理出版成一本纸质书《创业时，我们在知乎聊什么》，以及开发移动端的《知乎日报》等。

传媒版权开发的起点在于版权作品，一部版权作品可以进行版权开发的深度与版权作品的粉丝黏性有关，而粉丝黏性则与作品个性风格鲜明与否、价值观是否具有共鸣感等相关。

五、中国传媒版权生产及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在纵向比较中，中国传媒版权生产与开发已有较大进步。2016年“IP”
[65]

 一词在中国的大热即为一个缩影。但在中国传媒领域，版权生产与开发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新闻专业生产能力需保持或进一步提升

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之上，“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标准是追求社会的真相”
[66]

 。“在政治控制与商业收买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努力进退维谷，举步维艰。一方面，独立自主、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挣扎与斗争；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环境中利益交换和利润驱动日益普遍。”
[67]

 “中国新闻界在‘命令型新闻体制’的长期监控和‘指令’与‘禁令’的交替引导下，至今不能自我负责地报道事实，表达舆论。”
[68]

 上述观点反映出当前中国媒体从事专业主义生产的现实语境。在此语境下，虽有部分媒体仍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用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凝聚用户，提升品牌价值，但是整体来看，核心人才流失严重，“重经营与技术”“轻专业内容生产”的倾向仍较为突出。
[69]



（二）影视动漫等娱乐作品原创力仍较弱

对后进者来讲，模仿创新较自主创新更为便捷可靠。因此，中国传媒生产优先选择模仿战略。客观地讲，随着中国传媒业多年的积累以及监管部门对引进节目播出时长的限制，原创节目数量在增多。但是，从质量上来看，整体原创力仍较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1）现象级综艺节目多从国外引入节目模式。

中国虽然曾对外输出《挑战麦克风》的节目模式，但影响并不大。在中国内地播出的现象级综艺节目中，《爸爸去哪儿》（韩国：《爸爸，我们去哪儿》）、《中国达人秀》（英国：Britain's Got Talent）、《中国好声音》（荷兰：The Voice）等均为从国外引入的节目模式。

广播影视行业内花费巨额资金大量购买国外广播电视节目模式，虽对满足观众收视需求、促进产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盲目引进会导致更多负面效应，造成节目克隆现象日益增多，节目雷同，原创能力降低，同时，节目制作受到外方诸多权利限制，压抑我方的创新能力，使我方处于劣势地位”（18ZJ）。

（2）影视行业原创力不足。

近几年，在中国巨大娱乐市场的刺激下，电影行业成为资本追逐的新领域。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同比增长48.7％。此数据与美国电影协会（MPAA）发布的数据（68亿美元，增长49%）接近。MPAA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票房收入约为北美票房收入的61%，为北美之外全球市场的25%。中国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票房重镇。不仅如此，国产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的61.58％。公开上映的影片中，票房过亿影片共81部，其中国产影片47部。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27.7亿元，同比增长48.13％。虽然中国电影市场表现不错，但2015年四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
[70]

 被指涉嫌抄袭，“暴露国产电影原创力薄弱”
[71]

 之现实。

改编自人气作品的影视剧可以迅速打开市场，以此降低投资风险，因此颇受资本青睐。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将热门网文、综艺节目改编为影视剧的热情。改编实际上是将观众已看过的东西搬到屏幕或银幕上。即使改编的电影票房不错，改编的电视剧收视率不俗仍掩盖不了中国影视行业原创力不足的现实。以韩国为参照便可以看到，观众不会永远对改编作品满意。中国对改编影视剧的热衷与十前年的韩国很像，但近十年，韩国“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在提高，观影群体逐渐成熟，观众不再只满足于把看到的东西搬到屏幕上，他们希望看到原创的东西，这就是韩国导演和编剧在过去十年潜心经营原创的原因”
[72]

 。倚重改编能给行业带来阶段性的繁盛，但原创才是影视行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3）动漫产业技术虽有突破，但创意水平不足。

中国动漫产业虽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如控制进口动漫影片的比例，限制国外动漫作品在黄金时间播出，培养动漫产业的创新性人才，减免税收，设立基金，奖励优秀影片和企业等，详见表6-3），但总体来看仍远落后于欧美、日韩动漫产业的发展步伐。《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少量受到好评的动画电影更多显示的是中国动漫工业在技术上的突破，鲜有国产动漫表现出高水平的创意和叙事水准。这样的现状自然难以让观众满意：2011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70.8%的受访者给国产动画片差评的主要原因是抄袭严重，缺乏创新和策划能力
[73]

 ；2013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对于国产动画片目前的发展状况，64.7%的受访者直言并不满意
[74]

 。炫酷的技术可以为优秀的创意锦上添花，但离开了优秀创意的炫酷技术只能算徒有其表。

具体而言，大多数国产动漫作品在作品要素层面、文化底蕴层面均较薄弱。在作品要素层面，有研究者提出国内大多数动漫产品在选题创意、形象造型、故事内容、制作技术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普遍存在情节俗套、制作粗糙、手法单一等问题，甚至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风格、画面质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仿照现象。
[75]

 在文化底蕴层面，国产动漫作品很少融入我国民族文化的动漫创意，有学者认为《功夫熊猫》等影片的成功离不开特定国家历史文化精髓与审美情趣的动漫化开掘，国产动漫在生产制作中忽视了融入细腻丰富的审美意蕴和对叙事的琢磨，以致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76]



表6-3　中国有关动漫产业的主要政策

[image: 39]


近年来，一些国产动画片受到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和批评，如有家长批评《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国产动画片时直言：“（国产动画片）教育孩子懂得感恩、浸染文明、学习知识的内容那么少，反而习惯于表现恶俗、暴力、无聊。主要表现为：宣扬暴力、宣扬生命不死、宣扬恶俗的社会理念。”
[77]

 这样的批评很值得动漫产业深思。

除此之外，跟风作品层出不穷也反映出中国影视行业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三）传媒行业缺少完整而系统的全产业链体系

美国传媒产业经过多年兼并整合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程度高。譬如好莱坞控制在少数几个大巨头手中，各大巨头旗下既有制作公司、发行公司、又有展示渠道。以迪士尼为例，其拥有包括媒体网络（media networks）、主题公园及度假村（parks and resorts）、影视娱乐（studio entertainment）、消费品（consumer product）以及互动娱乐五大业务板块在内的完备的产业链，全产业链内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使版权价值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增。

比较而言，中国传媒市场一体化程度低，较少有公司具有掌握全产业链的能力。这就导致中国传媒版权生产与开发常常是“各管一段”，缺乏完整而系统的体系。全产业链体系的缺失造成如下不良现象。

（1）生产与开发无法充分联动。

中国电影产业的投资者、编剧、导演等参与者习惯于只是站在一个“点”的位置上做好眼前的事情，最终各个“点”并不能自动串联成流畅的“线”。譬如中国不少古装片单独来看也许有着不错的电影票房，但放在全产业链角度看，却并无多少版权开发的价值。这样缺乏全局眼光的生产开发模式很难形成美国电影产业中票房收入占1/3，衍生品收入占2/3的收入结构。

新闻媒体行业生产与开发相脱节的现象也较突出。“大部分媒体将内容制作好、按照一定的数据格式、技术标准储存在那里，而不知道如何利用、变现。”（1BJ）根本原因仍在于生产者在制作内容时，较少考虑到后期开发问题。如果纸媒拥有全产业链视野的管理者，具有服务用户而非教育用户的意识，也许就能够以“将个性化信息传递给差异的人”的传播模式取代“将所有信息传播给所有人”的模式，就能够根据针对特定人群开发衍生品的众多可能性来倒推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

（2）短期变现现象较普遍，缺少培育经久不衰经典的行业气氛。

近几年，《花千骨》《琅琊榜》《甄嬛传》《芈月传》等一批开发成功的版权作品刺激着众多投资者千方百计地搜寻下一颗具有市场爆发力的“种子”。这对原创作品来讲当然是好事。但同时要看到，在当前中国缺少完整的版权生产与开发体系的情况下，资本很容易为追求快速变现而不惜竭泽而渔，即快速耗尽版权作品的价值。2015年5月上映的《何以笙箫默》是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该作品最早于2003年在晋江原创网上连载，2015年制作出品方华策花三年时间改编的电视剧播出后，收视率颇高。为赶在版权到期之前开发出电影，华策又花三个月拍完了一部同名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有一线明星出演，并且有电视剧打下的大量粉丝基础，但最终票房只有4亿元，甚至不敌同期的青春片《左耳》。
[78]

 这样的票房业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观众被败坏的胃口。

此外，中国电影市场近些年尽管火爆，但多表现为“点”上的爆破，很少出现类似《007》《变形金刚》这样细水长流、运营长久的案例。缺少深度和长期培育过程的版权开发，透着股粗放经营的资本狂欢味道。

一些业界人士已意识到争抢热门作品、粗放开发背后的危机：“目前圈内流行的抢占IP资源现象，乍看之下很热闹，但转化率其实并不高。”“热门IP的知名度确实很有用，但有的只不过是成为了比较容易拉投资、谈合作的噱头，简化了宣发途径。占有IP，不如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细节开发，而不能够仅仅是简单的投资、开发，赚快钱，而应对影视的后产品开发进行精耕细作。”
[79]



抛开体制原因不谈，鉴于领导者在中国媒体管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国传媒版权生产与开发领域内所存在问题的症结，一定程度上亦与领导者自身有关：“我国传统媒体的主要领导人都没足够的心思、力量和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指版权工作），对他们而言，做与不做的效果都一样。一些媒体，尤其是党报能够从政策上拿到好处，这会阻碍它们版权生产与开发的积极性。”（3BD）媒体领导者“能力不足”或“动力不足”均成为媒体积极开展版权生产与开发的障碍。

（四）激励水平有待提升

良好的激励机制是激发媒体从业者生产、开发出高质量版权产品的必要条件。媒体局部领域内的激励机制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绩效。譬如某报纸公众号采用工作室方式运转，“它们分别放在各采编部门，并由专职人员负责运营，全体记者负责供稿，广告中心负责广告运营。在运营效果的月度考核中，报社将员工收入、稿费与公号粉丝量、文章阅读量挂钩，设置奖励等对公号运营者起到激励作用”（2BW）。在有效的激励机制下，这些公众号表现不俗，受到报社青睐：“（报社）不会轻易将这部分内容转让出去，如果版权采购方要求购买的版权包括这部分内容，报社会要求版权采购方为此额外付费。”（2BW）除工作室式的激励机制外，亦有业内专业人士曾提出其他激励方式，譬如“实施类似今日头条的新闻聚合类方案，由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经营，所得收益将回馈给作者个人”（3BD）。不过，不管是工作室式的运营方式还是新闻聚合类方案的设想，多集中在官方媒体“两微一端”增量部分，体量庞大的官方媒体存量部分（传统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整体来看仍较难实行普遍的激励机制。有被访者直言，对当前传媒版权管理来讲，“最主要的工作是先明确具有版权的作品；其次是防止外界侵害我们的版权，打击盗版和非法使用；第三步才是版权作品的激励生产”（17TC）。

第四节　中国传媒版权交易

中国传媒的版权交易主要包括版权许可与版权转让两种形式。其中，版权许可是版权交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除单方面版权许可外，彼此需要对方版权的内容生产者之间相互许可的情况也很普遍。譬如，人民网与新华网、中青网等采取签署新闻互换协议的方式获得对方授权。再如，新华社与世界各大通讯社间存在相互许可的惯例。不过，“这两年，新华社和美联社、法新社实行互相代理销售，如果新华社用美联社的稿件，在发布的时候会注明‘新华美联’，如果美联社用新华社的稿件，会署名‘美联新华’”（17TC）。

《全国报业版权管理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32家报业单位中，有6家报业单位直接同其他媒体单位签署过版权许可/转让协议。在这6家报业单位中，5家与其他报纸/杂志有签约，5家与新闻网站有签约，3家与移动新媒体有签约，6家均未与广播、电视有签约。除此之外，还有1家委托第三方公司与其他报纸/杂志、新闻网站、移动新媒体签署版权许可/转让协议，1家加入行业版权联盟。受回收问卷数量的限制，上述数据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但至少就这32家被调查者而言，第一，与其他媒体单位直接签署版权协议的纸媒相对较少（不足1/5）。第二，纸媒与广播、电视在版权方面很少有交易，但是与网络终端联系则较密切。第三，借助第三方公司或第三方平台进行的版权交易相对更少（在存在版权交易的8家报社中，只有1家借助第三方公司签署版权许可/转让协议，1家加入行业版权联盟）。

一、版权交易收入

不同类别媒体版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同，目前来看，报业所获版权收入仍较少，而影视制作公司或网络公司的版权收入则相对高一些。

接受访谈的报业单位称：“报社的版权收入1000万元左右，版权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本忽略不计”（2BW）；“版权方面的收入与一年几千万的经营收入相比，微不足道”（5BWK）；“版权收益不足生产成本的十分之一”（9BJ）。报业单位版权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仅小，而且填答问卷的32家单位，有18家预测未来5年自己单位的版权收入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很多报社负责人认为直接的版权收入不会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新闻单位将卖版权作为盈利点是不行的”（2BW）；“从目前报业的发展状况看，内容版权绝对不会成为报业的收益支柱”（9BJ）；“从版权收益来讲，由于版权市场规模极其小，版权收入很少，这无法成为报社创收的重心”（8BS）。

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报业版权收入概念的外延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因此，报业单位在估计版权收入时无法遵照统一的口径，这为横向比较不同报业单位版权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造成了困难。不过，从“中国报业景气状况研究（2015）”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报业集团层面还是从报社层面，广告、发行等传统经营收入占的比重仍超过六成，除去明显不属于版权收入的广告、发行、非文化产业经营、国家财政拨款及地方政府临时性补贴等，有可能与版权相关的收入所剩无几。
[80]

 粗略估计，从报业集团层面上看，与版权相关的收入最多不超过5.3%（见图6-2）；从报社层面上看，与版权相关的收入最多不超过16%（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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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报业集团2015年平均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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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报社2014年平均收入结构

报业不看好版权尤其是新闻作品版权直接变现能力的原因可能在于，新闻作品属于数量巨大、单品价值偏低的小版权作品，这类作品因交易成本高而导致价格结构非中性，而价格结构非中性则为双边市场的充要条件。换言之，报业版权作品尤其是新闻作品的经济特征导致其倾向于用其他领域内收入（活动、社会服务等）来弥补报纸版权生产的投入，并赚取利润，而非直接售卖版权。

比较而言，图书、影视、体育等行业版权交易活跃，版权收入一路走高。此仅以体育行业中赛事转播权为例予以简单说明。

以中超为例。中超公司2005年成立。自2005年到2012年，中超联赛转播权价格经历了从零到730万元的转变（央视2012年以730万元的价格买断中超转播权）。2014年央视将报价提升至1000万元，2015年则升至7000万~8000万元，2015年9月五星体育、中视体育、体奥动力和广东广播电视台入围竞标中超未来5年转播权，上述公司分别出价43亿、40亿、80亿、17.5亿元，均远远超过3亿元的起拍价。最后，出价最高的体奥动力中标。按照合同，体奥动力前两年每年向中超公司支付10亿元，后三年每年支付20亿元，合计80亿元。
[81]



中超体育赛事转播权价格的飙升并非个案，其他体育赛事转播权价格亦一路上升：

（1）英超。2013—2016年转播周期内，天空体育和BT体育为获得英超转播权付出了30.18亿英镑，而在2016—2019年转播周期内，两家电视台将要付出50.136亿英镑，较上一转播周期多出近70%，这意味着一场比赛的转播成本就高达1020万英镑。
[82]



（2）奥运会。NBC曾于2011年投资43.8亿美元，购买了截至2020年的奥运会独家转播权。2011年签署的转播权合同涉及2014年索契冬奥会、2016年里约夏奥会、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和2020年东京夏奥会，时长9年，并创下了奥运会历史上最昂贵的转播权交易纪录。2014年5月，NBC又斥资77.5亿美元，将这家广播电视网拥有的奥运会独家报道权延长到了2032年。
[83]



在各购买方踊跃提高体育赛事转播权价格的过程中，掌握转播权的公司自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电视剧的版权交易也相当活跃，表6-4简单罗列了2011—2014年若干电视剧公开披露的版权价格。

表6-4　2011—2014年国内若干电视剧版权购买情况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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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集版权价格即信息网络传播权购买价格的数据基本来源于《2014年腾讯娱乐白皮书·电视篇》，另有说明的除外。买方的数据来源于电视剧片尾信息。

二、版权交易方式
[91]



根据版权交易是否经由中介方，传媒版权交易方式可分为直接交易与间接交易。直接交易指买卖双方不借助任何第三方公司/平台直接完成的交易。间接交易则指买卖双方借助包括版权联盟或著作权协会等在内的第三方平台/公司所完成的交易。从理论上看，单就报业而言，一方面报业作品（特别是新闻作品）属于数量众多、单品价值偏低的小版权作品，另一方面在版权交易过程中数量众多的报社与有限的互联网公司形成天然不对等的结构，因此，与直接交易方式相比，间接交易既可以降低版权交易成本，又可以提高自身议价能力，是更好的选择。但32家调查对象中只有1家加入行业版权联盟、1家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版权交易。这种情况说明，如果缺乏有效的操作路径与管理机制，理论上更优的间接交易方式并不容易得到报业的认可。

（一）报业内容联盟收效甚微

2005年，中国报业经营出现“拐点”。
[92]

 “纸媒也意识到报业的主体产品——原创新闻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应有的经济利益，原因之一是网络等新媒体低价甚至免费获得纸媒的内容后再次开发增值，并与纸媒竞争。”
[93]

 “捍卫知识产权，提高网络转载门槛”的行业诉求越来越强烈。

200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发表《南京宣言》呼吁全国报业同行：“坚决维护报纸的新闻知识产权。全国报界应当联合起来，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改变新闻产品被商业网站无偿或廉价使用的现状。”

2006年元旦前后，借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十周年之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向全国其他38家报业集团发出共同发起全国报业内容联盟的倡议，该《倡议书》呼吁中国报业：“共同制定向网络媒体提供新闻内容的定价规范，提高网络转载的门槛，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让新闻内容回归应有的价值。”
[94]

 “有25家集团确认了参加联盟的意向”
[95]

 ，报业内容联盟倡导者事先还起草了一份《全国报业内容联盟意向书》。其主要内容包括：组成报业理事会，设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各报业集团作为理事会成员，共同制定向网络媒体提供新闻内容的定价规范。一旦定价标准建立，各成员在“与任何第三方网络媒体签订新闻内容合同时，必须按照上述共同制定的定价规范执行，签署合同，须经联盟常设机构秘书处签章见证”
[96]

 等。为杜绝个别成员媒体免费向第三方网络媒体发布内容的情况，联盟规定，加入全国报业内容联盟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成员方未按联盟组织共同制定的价格规范和操作程序执行，擅自将内容资源提供给网络媒体，联盟将会扣除其保证金，并将以媒体声讨的形式给予惩罚。

尽管此次报业内容联盟的倡议声势较大，但遗憾的是，在缺乏强有力的联盟执行系统与监督系统的情况下，联盟规定与意向大多仅停留于纸面。当然，报业内容同质化严重、新闻产品难以形成标准的定价机制等也客观上削弱了报业内容联盟的效果。

（二）第三方平台/公司吸引力有待提升

与报业版权关系比较密切的第三方平台/公司既有带有明显的半官方与垄断性质的行业协会（譬如文著协，其主管单位为广电总局），亦有提供版权服务的公司。很多报社对第三方平台/公司兴趣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能获得满意的服务与利益回报：“我们认为这类协会组织仅仅是将版权供需双方联系在一起，提供登记服务等，接下来的版权事宜还需要报社全权受理。协会组织不能给我们太多实际帮助，且还要和报社分享收益”（2BW）；“我们（某报社）与它（指文著协）没有固定联系，也借不上力。原因是文著协人员固定，人力少，无法及时处理数量庞大的版权事务”，文著协吸引报社加入的关键点是“找到顺畅的运转模式，实现双方共赢”（9BJ）。报社对第三方平台/公司兴趣不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加入第三方平台/公司的各成员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报社担心，在自己作品质量高于均值的情况下，“加入版权议价联盟，其他媒体势必会拉低我们的谈判能力”（2BW）。

不管是此前报业内容联盟的沉寂还是对现有第三方平台/公司服务的不满意都没能阻碍人们探索新的交易方式的热情。目前个别版权交易相对活跃的报社开始考虑与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开发属于自己的线上交易系统，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单件产品售卖：“我们正打算授权第三方技术公司开发新的技术平台，实现每一次转载就形成一个协议来付费，一些版权采购方不用签署全年的版权协议，可以对临时使用的稿件征求授权，这个技术平台可以节约一些交易成本。”（2BW）此外亦有人主张：“搭建一个新闻作品搜索网站，形成新闻作品的‘淘宝模式’。所有报纸的新闻作品统一集中在该网站展示，用户查阅后根据需要付费。这种将内容作品捆绑后放到平台上销售的做法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实现。”（3BD）

三、版权定价

按照所包含作品数量的多少，版权定价可以分为打包定价与单品定价两种形式。报业单位或通讯社所生产的新闻作品与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相比，数量众多，单品价值偏低，为降低交易成本，常采用打包定价的形式。譬如北京青年报社以包年20万~50万元的价格与网易、新浪等几大门户签订版权许可协议，新华社以包年一两百万元的价格与某地市报签订版权许可协议等。

图书、网文、影视、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的版权价格常采用单品定价方式。在小说《三体》成名之前，有公司从作者手中只花约10万元即购得该小说的电影、电视剧、游戏等版权。
[97]



2014年由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和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提供了版权作品定价的政策依据。前者规定“以纸介质出版方式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可以选择版税、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或者一次性付酬等方式”，后者则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与管理相关权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以下列方式之一为基础，协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一）以本台或者本台各频道（频率）本年度广告收入扣除15%成本费用后的余额，乘以本办法第五条或者第六条规定的付酬标准，计算支付报酬的数额；（二）以本台本年度播放录音制品的时间总量，乘以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单位时间付酬标准，计算支付报酬的数额”。上述两个文件中规定的定价标准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特征。在实际操作中，版权持有者常综合考虑成本、用户价值感知、竞争对手与产能等因素，按经验或参照市场一般价格确定一个基本价位，然后通过买卖双方谈判确定最终价格。譬如某中央级日报的时事新闻“根据使用方使用量的大小、影响力等指标进行考核，最终通过谈判定价”（4WX）。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价格往往也经由买卖双方谈判后达成。以奥运会为例，奥运会转播权掌握在国际奥委会手中，国际奥委会根据各国经济状况及版权购买方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实行差别定价。

在版权交易中，交易双方有时并不直接给许可或转让的版权确定一个明确的价格，而是采用更灵活的非货币形式或分成形式给予版权方回报。

（一）版权换广告

渠道需要内容，而内容在渠道展示时可以直接带来广告收益，不少渠道在购买版权作品时常会想到用广告换版权。

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制作的《北京人在纽约》（1994年播出）投资150万美元。拍摄完成之后，央视给制作方五分钟贴片广告，以获得该剧播映权。制作方按当时的刊例价，把这五分钟的广告全部拉满才挣到70万元。“本来20集的片子，最后变成21集，就是因为本来每集50分钟的内容变成45分钟了。前边除了我这5分钟广告，央视自己还加了更多的广告，首轮播映给它带来的收入就有4000万元。”
[98]



在当今新闻媒体与聚合类新闻客户端的版权交易中，常被提及的方式则是广告位交换或网页内广告点击分成。

从理论上看，如果渠道方主要靠广告收入来弥补购买版权的成本，用广告资源换版权资源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出现如下问题：第一，建立在预估基础上的合作分配方案呈现静态，可能因总收益预估失误而让其中一方有较大的不公平感。譬如上例央视从首轮播映《北京人在纽约》中所获收益约为制作方所得回报的57倍，相差悬殊。第二，强势的渠道方往往制定出让版权方觉得利益受损的分成方案：“我们认为客户端宣传的广告分成收益目前有很大的忽悠成分。绝大部分广告收入来源客户端、网站首页，而这些收入绝对不会和我们分享。”“它们宣传的广告分成是指根据最后一级链接的阅读量来分成，这部分广告收入占整体的比例很小。”（2BW）第三，客户端上海量内容摊薄了每篇文章的回报，分成收益对于机构媒体意义不大：“这些客户端上的自媒体、机构媒体数量庞大，每天的文章总数更加庞大，分摊给每篇文章上的钱更少。这部分收益也许能够养活一些自媒体人，但对机构媒体来说毫无意义。”（2BW）

如何克服上述“版权换广告”中所存的不公问题？灿星所采用的对赌模式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灿星在国内电视领域首次采用的对赌模式也是一种广告分成模型。2012年，灿星与浙江卫视就《中国好声音》（第一季）达成版权合作协议。按照协议规定，灿星承担《中国好声音》的全部制作成本和投资风险，并将直接参与节目广告分成。如果《中国好声音》平均收视率超过2点，灿星将分得利润大头；反之则会收益惨淡，甚至有赔本的风险。
[99]

 虽然仍是版权换广告，但和早期央视与《北京人在纽约》制作方、某报社与新闻客户端的广告分成模式相比，以收视率为参照的动态广告分成方案更能给版权作品提供与其质量相匹配的回报，这对版权交易双方来讲都更为公平合理。

（二）保底+分成

乐视是国内视频网站中率先开始购买、储备版权的公司。走正版路线长远来看当然有利，但短期来看则蕴含着巨大风险，主要体现在：“第一，投入过大，未来可预期的收益不一定能够弥补目前投入的成本；第二，公司扩张过快，任何一个环节、资金链出现问题，对其都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第三，尽管目前中国用户付费收看的习惯开始慢慢养成，但主要还是集中于少部分人。”（12DZ）也许是意识到上述风险，2016年6月，乐视突然宣布本月起不再购买视频节目版权，转而与版权方采取“保底+分成”的新合作模式。新合作模式可以有效降低乐视的成本，降低潜在的资金链断裂风险。除此之外，乐视视频总裁高飞在解释这一决定时表示，“以往的购买版权更像一次‘赌’。如果买的节目热播，网站就会大赚一笔，但版权方又会觉得不平衡觉得当初‘卖低了’；如果买的节目收视率不高，网站又会觉得‘赔了’。总之，这种购买版权的模式总会让一方觉得不满意。但乐视新推行的‘保底+分成’形式，则让双方各自挣了多少钱都一清二楚，也能激励内容方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内容创作上，如果影片真的卖座，版权方更多的收益会来自‘分成’而不是‘保底’，促进视频节目以质定价”
[100]

 。

从根本上讲，稳定的交易关系建立在价格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而定价公平与否的一个重要判据是交易各方能否从最终消费市场中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报酬。就版权交易来讲，无论是拥有版权的制作方还是购买版权的刊播方/放映方，都对版权作品从最终消费市场（即观众/听众/读者/用户市场）中变现价值有所贡献，都应从最终消费市场中获益。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版权作品属于体验品（experience goods），而消费者的口味又千变万化、难以准确预测，因此一部版权作品在最终消费市场中到底能获得多少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版权交易又发生在版权作品从最终消费市场中获利之前，这就为根据版权作品在最终消费市场中的收益预先制定版权价格带来了困难。不过，灿星与乐视所提供的动态分成方案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定价模式。

四、版权交易中存在的问题

在版权交易过程中，常存在交易双方因就交易条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冲突的现象。其中，媒体认为新闻作品价值被低估的现象比较突出。

（一）媒体认为新闻作品价值被低估

在报业版权交易中，报纸普遍认为新闻作品价值被低估。在32家被调查对象中，7家有过版权交易的报社认为在版权交易过程中，“总体来看，最终所确定的版权价格水平低于其实际价值”。接受访谈的8家报业单位中，有7家均明确表示，“新闻作品价值被严重低估”为当前版权交易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常导致一些报社干脆放弃与“今日头条”等版权购买方进行版权交易：“‘今日头条’曾找过报社来谈合作，它希望通过提供广告位的方式来抵免《××日报》、《××都市报》、××传媒网新闻作品的版权费，但报社并未同意与其签署协议。我们认为，新闻作品的版权太不值钱了，‘今日头条’给出的价码过低，它所提供的广告位很少，一年仅能创收两三万。”（7BZ2）

有关新闻作品价值被低估的认知，一部分来自报业单位将单笔版权收益与版权作品制作成本的直接比对：“每年办一张综合性日报的采编成本数以千万元计，但当我们把优质新闻作品版权许可给网络媒体时，得到的却只是象征性的区区几万元。”（9BJ）实际上，从整个产业链看，版权收入只是传媒总收入的一部分，因此，用新闻作品全部生产成本与单笔版权收入间的巨大差距说明新闻作品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做法，有欠妥之处。不过，去除与整体成本直接对比所产生的认知偏差，新闻作品版权价格低实际上亦有客观原因。

（1）内容同质化严重，可替代品较多。

“目前整个报业销售稿件的价格普遍偏低，主要原因在于报纸的同质化严重。报社的新闻线索大致相同，很少有独家新闻；此外，报社在报道爆炸、中毒等社会新闻时受到宣传要求的限制，在信息的深度整合方面，宣传政策不让链接、不让反思、不让索引、不许延伸。尽管在此框架下，各报纸会被允许有一些小个性，但某一地区的报纸内容较为相似，读者只需订购一份报纸就能获取全部信息。”（9BJ）“目前市场中多数传媒无法保证持续生产高质量的内容，仅仅是一个通讯稿的发布者，这类内容很难获得较高的版权购买价格，也难以通过维权的方式提高版权收益。”（10ZZ）

（2）买方可以利用法律漏洞绕开版权持有者，从第三方获得使用权。

“在互联网企业与报社谈判价格时，它很清楚即使一家报社因价格低而不愿意销售网稿，企业仍可以通过其他拥有该媒体内容转载权的第三方获得稿件，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就拥有更大的价格谈判力。”（9BJ）

（3）结构性原因。

中国报业单位本来依靠行政级别保持伞状竞争格局下的垄断优势，但是当互联网打破了行政级别规定的地域限制时，报业的垄断优势消失殆尽，数量众多的报业与寡头或垄断竞争条件下的门户网站、新闻聚合类平台等进行版权价格谈判时处于相对劣势。

版权价格高或低最终都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抱怨改变不了价格低的现实，要改变此现实，还需对症下药。在上述三个原因中，传媒单位最具掌控力的解决方法就是针对原因一增强版权作品独特的专业价值，用高质量的作品确保自己成为购买方购买清单中的必选项。在这方面，《新京报》做得比较好。定位于“全媒体内容生产原创平台”的《新京报》用优秀新闻作品使自己在讨价还价中底气十足。譬如在2015年天津爆炸事故中，《新京报》在7天时间里做了47条现场和动画视频报道，在腾讯、今日头条、优酷、爱奇艺4个平台上，共创造了1.7亿点击量。高质量的内容与强有力的版权保护措施使众多网站不得不将《新京报》列入必购清单。这样的底气使《新京报》新闻作品版权价格近几年大幅提价，价格涨幅达到100%到300%。“提价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此前的版权价格被严重低估；二是我们的原创内容在增加；三是内容生产成本在增加。”（2BW）不仅提价，《新京报》还不定期通过版权细分，分别打包、差异定价，以此提高版权总收益：“提价的同时，我们对自己的内容版权进行分类授权使用，报纸内容版权、网络即时新闻版权、微信公号版权和视频版权，分开定价、分别签署转载协议。目前，对大型商业网站和新闻客户端的版权价格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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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原因二，业内人士一再呼吁“规范转载的一次性使用原则”。“从立法层面上规范新闻作品的被授权人不得再转授权允许他人使用授权作品，不仅如此，被授权人还要通过爬虫协议，设置禁止随意抓取被授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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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原因三，由于报业市场仍无法自由进出，所以，虽然政府多次开展“治散治滥”活动，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数量众多的报社低水平产能过剩的现状。要解决报业结构上的问题，仍需政策层面的重大调整。

市场结构对版权价格的影响亦体现在数据库版权定价中，中国知网涨价风波即为一例。不过，与市场结构影响新闻媒体版权定价不同的一点是，在此案例中，定价主导权更大程度上掌握在版权售卖者手中，而非购买者手中。

案例：中国知网涨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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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识聚合平台主要有中国知网、维普与万方。在此三者中，1999年建立的中国知网资源最多、速度最快，无疑处于老大地位。基于中国知网独特的市场优势及用户已形成的使用习惯，中国知网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的首选。但是中国知网的报价年年上涨，以致2016年爆出多家高校因负担不起中国知网所报高价而不得不停止采购的消息。2014年知网对云南大学的报价一下从原来的40万元提高至70万元，图书馆不得已暂时停用知网。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发布知网停用的通知。该校图书馆对此解释，续订价格离谱，2000年以来知网对该校的报价，每年涨幅都超过10%，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2016年3月底，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消息称，2015年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所签订的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的合同期已到，随时可能中断服务。中国知网价格问题说到底是个商业问题，但是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网的优势就是掌握了核心的版权资源，或者把绝大部分期刊的版权资源买断了。中国知网如果没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地不断涨价，有可能会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

（二）存在版权泡沫

近几年，影视剧领域内IP热高涨。譬如2006年《武林外传》一集只能卖出数千元，2016年《如懿传》则可以近千万元每集的价格成交。理由充分且正当的（如生产成本提升、纠正此前被低估的价值等）版权价格提升当然值得提倡，因为遵循价值规律的价格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鼓励创作者的积极性并惠及版权产业链上各方。但近些年版权开始成为囤积的对象，出现版权资本化、收益证券化等一些与金融对接的创新运作方式：“任何金融创新都不能离开市场的基本面，脱离基本面的运作只会让风险越来越大，等到天价IP无人接盘的时候，就是资本市场的灾难。”“资本市场尊重版权，体现版权的价值是好事，但要避免版权如房地产或股市一样大起大落，因为这不符合版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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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传媒版权保护

版权保护的基本依据为《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因其专业性强，故不少媒体将与版权保护相关的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在32家被调查媒体单位中，有10家均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本单位与版权有关的法律事务。受托律师事务所从事的版权相关业务包括“提供版权咨询服务”（8家）、“负责起草、统筹版权法务处理”（5家）、“会签、审核和备案各类版权合同”（3家）、“归集、管理和协调版权信息”（3家）、“制定版权管理规则”（2家）、“指导和协调版权的经营开发”（2家）、“开展版权注册和登记工作”（1家）、“指导和协调版权的经营交易”（1家）。媒体以著作权为核心业务，因而在律师事务所为媒体提供的法律服务中版权业务相对突出。不过，律师事务所所承担的日常法律顾问、专项法律事务并不仅仅局限于版权业务。譬如某受访者称：“律所为出版社提供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服务内容主要有：其一，日常法律顾问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审核、修改、起草合同等法律文书，针对出版社员工的法律培训，就可能有法律风险的事项做法律论证，发律师函、律师声明等。其二，专项法律事务。如出版社改制、重组、股权投资、拆迁安置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其三，诉讼法律事务。如著作权人与出版社间的诉讼、出版社与其他侵权方的诉讼等。”（11CW）上述服务并不局限于版权领域。

一、版权保护的基本内容

媒体版权保护看起来更像是个扎紧“篱笆”的系统工程，包括多项基本内容。

（1）权利梳理清算。

要保护自己的版权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因此版权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进行权利梳理清算。权利梳理清算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确保自己的作品未侵犯他人版权。一部不尊重他人版权的“不清白”之作很难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明确员工作品的版权归属。

第一，确保作品未侵犯他人版权。

一部作品常常会用到他人拥有版权的图片、音乐、视频或文字等素材。生产者要想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作品的版权，首先要确保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均获得版权所有者的授权。这一要求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以2016年春晚为例，为确保2016年春晚实现版权“零瑕疵”的目标，10多人组成的春晚版权工作小组早早进驻春晚剧组，仅版权合同就签了500份以上，所涉版权基本涵盖了《著作权法》保护的所有作品类型和所有权利人，不仅有国内权利人，还有国外权利人。2016年春晚《过雪山草地》节目用到一幅描绘当时红军过雪山的作品作为背景屏幕，多方打听才弄清楚这幅画出自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一本叫作《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的连环画，而且出版社确认权利属于作者本人。随后央视春晚版权工作小组又辗转了解到作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最终通过协会联系到他，并与其签订了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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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细节透露出版权审查工作的琐碎。

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媒体在不愿或不能一一联系上所有著作权人并支付相应报酬或签订版权协议的情况下，为避免可能出现的版权纠纷，往往会在版权页附上一段声明。譬如某文摘类杂志声明：“1.本刊所摘部分图文，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请相关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以便奉寄稿酬。2.本刊部分未寄达作者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未收到稿费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期刊数据库中所收录文章的著作权属于作者本人，期刊通过声明或与作者签署一对一协议的方式，获得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然后数据库直接向期刊购得网络传播权。以知网为例，“知网每年会跟期刊结算稿酬”，“一年出12本的普通刊物最终得到的稿费也只有几千元，而且多数情况下稿费是留在编辑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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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种途径，数据库确保所收录文章均为获得授权的作品。

第二，明确员工作品的版权归属。

媒体为开展版权保护工作，往往需要先与员工签署版权协议，以明确员工所完成的新闻作品相关著作权权益归媒体所有：“2006年前后的版权诉讼中，法院会要求出示版权归属协议。自此之后，我们专门修改了劳动合同，在合同中明确员工只享有职务作品的署名权，其他著作权的相关权益归属报社。”（2BW）“近几年，报社非常重视版权归属问题，报社员工需要在签署聘用合同时，签署版权协议，规定员工在报社工作期间，所创作的一切作品的著作权（除署名权外）归报社所有。”（9DJ）

虽然从实践上看，一些媒体已着手与员工签署版权协议，但在媒体为何需要与员工签署版权协议这个问题上，仍有许多人心存疑问：媒体员工利用职业身份与媒体所提供技术、设备及平台所完成作品的著作权理应归媒体所有，为何还需要与员工签署版权协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仔细审看中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中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

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据此，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认定是：原则上，著作权属于作者个人，而单位在作品完成两年内有优先使用权（第十六条第一款），但在第二款规定的两种情形下，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如果媒体与编辑记者之间的关系被认定为第二款第一种情形的话，可以直接据此认定整体著作权属于媒体单位。但由于第一种情形使用不完全列举法列出的几种作品类型不包括新闻作品，并且“主要是利用……”等表述语焉不详，这就可能产生理解上的争议，而一旦发生争议，媒体可能举证困难并且费时费力。为避免此麻烦，有较强版权保护意识的媒体单位就干脆事先与雇员作者签订合同，明确约定其著作权由媒体享有。如此，雇员作品就明确属于第二款第二种情形。当此类作品出现版权纠纷时，媒体单位就可以以权利人的身份提出诉讼。

在实际操作中，新进员工签署版权归属协议相对容易，但如果要向前追溯、与老员工一一补签协议，则耗时耗力。因此，不少业内人士期待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可以直接明确媒体职务作品属于第二款第一种情形。

（2）预防侵权。

媒体常采用预先刊登声明及运用技术手段等方式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第一，预先刊登声明，规避适用法定许可规则。

《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这意味着，作品刊登后若著作权人未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则其他报刊拥有先转载或刊登后支付报酬的法定许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报刊依据法定许可转载、摘编之后，并不积极支付报酬或所支付报酬达不到著作权人的期待，以致造成著作权人的不满及被动。报刊作为著作权人，为规避适用法定许可规则，常会在作品刊载后，刊登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在此情况下，其他报刊如要转载，则需事先征得许可，并按双方约定支付报酬。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此法定许可并不适用于网络媒体。“最高法院曾在2000、2003年关于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司法解释中规定网络转载的情形可以像报刊转载那样适用法定许可，但因与《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原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不符，2006年修改司法解释时予以取消。因此，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现在已不适用网络。”（16LZ）

第二，运用技术手段，防止盗版。

恰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数字技术一方面使盗版更方便，另一方面则提供了预防盗版的手段。数字版权管理中常用的保护技术包括密码技术、数字水印技术、安全容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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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技术可以保证数字内容的秘密性与完整性，防止盗版发生。数字水印技术则是将特定信息悄无声息地嵌入数字内容，其模型一般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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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数字水印嵌入模型

资料来源：张茹，杨榆，张啸.数字版权管理.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8：38.

嵌入数字水印的作品只允许获授权的用户正常使用，可以有效预防非法拷贝或盗版。以Inter Trust的DigiBox和IBM的Cryptolope为代表的安全容器技术亦具有类似功能。上述技术除用于预防侵权盗版外，还被广泛应用于盗版跟踪及保留侵权证据等方面。

（3）发现侵权。

即使采取了预防手段仍不能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追究侵权者的责任是保护版权的重要环节。而在追责之前，需要先借助技术或人工方式及时发现侵权并锁定侵权证据。

第一，网络侵权的发现。

在互联网时代，实施侵权的技术门槛很低，也许只需要一次复制粘贴或上传下载即可完成。这造成网络侵权行为多且分散。盗版内容被淹没在网上海量信息中，已难再靠人力一一甄别确认。不少媒体经由第三方技术公司监测版权作品被盗版情况。譬如某报社和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通过该技术公司开发的技术平台，可以追踪到每天的原创稿件被哪些家网站转载：“结果显示，每天我们的主要稿件至少有200多家转载，但和我们签署版权合同的客户仅有20家。”（2BW）央视则通过招标形式将版权监测业务委托给第三方监测公司。该第三方监测公司曾通过监控发现，新浪网、PPTV、华数、土豆网等互联网企业存在侵权盗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行为。经诉讼，新浪公司被判赔偿获得该纪录片信息网络传播独家授权的央视国际经济损失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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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公司被判赔偿24万元
[109]

 。

第三方监测公司一般需建立一套版权监测系统，运用此系统完成客户委托的版权监测业务。2014年迅雷与首都版权产业联盟声称共同开发的互联网视听作品版权监测系统即为此类系统之一。互联网视听作品版权监测系统的工作流程一般可以分为“建立正版版权数据库”“抓取比对”“确认侵权”几部分。以电影等视频监测为例：监测系统先从权利人提供的正版节目或者视频网站在播节目中提取出以视频画面、声音等为特征值的“基因”，然后将其保存在监测系统服务器中，作为版权比对的原始依据。接着监测系统通过网络爬虫、海量视频搜索等抓取各个电影网站播放或者保存的视频文件，然后提取其视频画面、声音等资源并传输到监测系统服务器进行比对。相比正版视频，如果从资源和数据库中抓取的某个视频的指标相同（或者在一定比例上相符）则判断其为盗版，系统可以通过抓取网站的联系邮箱向其发送侵权邮件，通知其删除或者提起诉讼，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采集、比对、确认侵权的流程（见图6-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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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互联网视听作品版权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资料来源：技术宅.反盗版卫士：互联网版权监测系统解读.电脑爱好者，2014（12）.

虽然技术为版权监测提供了便利，但仍存在力所不逮之处：“像‘一点资讯’‘今日头条’这种采用新闻聚合方式的客户端，它们的处理通常是广泛爬取新闻，但最终得到呈现的新闻可能只有10条，其背后可能使用了1万条新闻，而我们的后台对于其实际使用的新闻条数却很难去监测。”（4WX）

第二，图书侵权的发现。

传统媒体中，遭受盗版比较突出的是图书行业。图书盗版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该行业发现盗版的渠道包括：“渠道一，出版社会事先评估某本书的销量，当某段时间内该图书的销量减少，出版社会判断出市场上可能出现盗版情况，并会到周边的图书批发市场去核查，一旦找到盗版则会通过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刑事手段立刻维权。渠道二，作者会关注自己的图书。作者发现市场上的一些图书有错误或版本与自己的图书不一致时，会立刻向出版社反映。渠道三，通过读者反馈也可以发现盗版。有的读者购买盗版书后，发现盗版书籍中有一些错误，会向出版社反馈。渠道四，图书的责任编辑会持续关注该书的出版情况，很多互联网渠道的侵权是由责任编辑发现的。渠道五，出版社维权部门会在一些网站搜索重点产品，若发现有些不是出版社授权的商家在售卖该书，出版社会出面维权，并向相关网站投诉。”（11CW）

（4）版权维护。

当盗版侵权成为既成事实时，媒体就需要采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版权。

第一，提醒：“我知道你在侵权。”

新闻作品为小版权作品，数量庞大，侵权门槛低，这导致一家媒体每天面临大量侵权盗版行为。这些侵权盗版行为既包括原告一篇新闻作品被多家媒体侵权，又包括一家媒体侵权盗版原告多篇新闻作品。以2016年4月18日《新京报》刊发的一篇记者暗访调查《火碱勾兑洗涤剂洗出7天酒店白床单》为例，该报道在刊发当天下午18时就被163家网络媒体未经许可非法转载，生成328个“盗版”链接（当时实际与《新京报》签署了版权协议、有权利转载这篇报道的网络媒体只有20家）。数量庞大的侵权盗版行为使媒体无法一一通过法律途径让侵权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常采用在报纸、网站上刊登侵权公告或给对方口头警告的方式予以提醒。这种提醒实际上是要传达“我知道你在侵权，请好自为之，及时收手”的信息。

在诸多维护版权的提醒中，《新京报》连续发布的反侵权公告有一定的影响力。截至2016年7月19日，《新京报》已刊登24期反侵权公告。在第24期公告中，《新京报》称，通过第三方数据监测，《新京报》调查报道《百度搜索深夜推广赌博网站》（2016年7月18日《新京报》A10-11版刊发）被顶尖财经网、投资界、价值中国网、中工网、荔枝网、上海观察移动端等15家网站、新闻移动端转载，公告同时要求“侵权网站、新闻移动端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与《新京报》版权部门联系”。

某地方党报则选择口头警告的方式对侵权者予以提醒：“对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转载的媒体、广告公司或自媒体提出口头警告，目前来看，口头警告的效果较好。”（7BZ2）

第二，发律师函：“正告侵权者停止侵权。”

不少媒体经由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对侵权者发正式律师函。此种形式的警示级别较提醒更高，当然花费人力物力成本也更大，因此常针对那些较具典型性、代表性的侵权者发律师函。

第三，法律诉讼：“法庭上见分晓。”

法律诉讼是维护版权的最后手段，也是著作权人最强烈的维护版权行为。总体来看，在媒体维护版权的实际操作中，直接走到法律诉讼这一步的很少。造成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为维权成本高：“在法律诉讼方面，由于版权诉讼程序复杂、赔偿金额较低，并且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导致维权成本非常高。”（4WX）不过，很多版权诉讼的着眼点并不在于一次诉讼的判赔额，而在于打击盗版、清理市场、促进正版销售、形塑尊重版权的社会氛围等中长期利益。

二、版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本部分主要谈谈文字作品版权保护。

（一）权利关系厘清——追溯既往的高成本

在厘清版权作品的权利关系时，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先看新闻作品，正如前文所述，按照目前《著作权法》的规定，新闻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种情形仍存在争议，因此，媒体需与员工签署职务作品版权协议，以便使新闻作品符合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种情形。与新进员工签署版权协议并不难，难的是与老员工补签协议往往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少新闻界与法律界专家呼吁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明确新闻职务作品属《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种情形。

再看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版权。目前少数期刊会与作者签署一对一的版权协议，协议中有要求作者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转让给期刊的条款。多数期刊只是在版权页或封底刊登一个要求作者在投稿的同时默认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授予期刊的声明。不过，协议与声明均是2001年之后的行为，在2001年《著作权法》正式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前，大部分期刊连所谓的“版权声明”都没有。“因此2001年之前出版的期刊所收录的文章，信息网络传播权无疑是在作者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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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部分文章，期刊数据库在获得授权时亦需要付出较大成本。

（二）维护版权——法律诉讼成本高、判决赔偿额低

维护版权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在维护新闻作品版权过程中，常被提及的问题是法律诉讼成本高、判赔额却非常低：“2004年、2005年，许多媒体在违规使用我们的内容产品，我们采取了诉讼的形式，但结果是花费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很高，但判决赔偿额非常低，导致后来都采用低价售卖形式。”（10ZZ）针对媒体维护版权“入不敷出”这一状况，有业内人士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维权效率。具体操作方式是：“大型传媒集团将维护版权业务授权给第三方市场化公司，第三方公司为传媒集团提供专业化的版权维护服务，传媒集团既可以直接为此服务付费，也可将一定比例的侵权赔偿额用于支付佣金。”（3BD）此构想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媒体接受，关键取决于第三方公司提供专业维权服务的价值。

（1）法律诉讼成本高，原告负担沉重。

这里仍以新闻作品为例。

首先，侵权文章按篇分拆立案，增加诉讼成本。

侵权文章需按篇分拆立案起诉是屡遭新闻媒体诟病的一个问题。2008年浙江在线因未经授权大量转载《新京报》作品而被新京报社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要求该网站赔偿损失200万元。杭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起诉的侵权事实共有7000余篇作品还另有照片，需要分拆立案，分别起诉。新京报社拒绝分拆起诉，因此，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新京报社不服上诉。2010年7月2日，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关于分案起诉的裁定。

分拆立案无疑增加了媒体的诉讼成本，因此屡遭媒体反对。有媒体表示，“该规定从法理上讲是没有道理的，非法转载数量过多，被告是同一个，且被告的侵权行为是持续的，因而法院不应分开立案”（9BJ）。

对于法院要求媒体分拆立案，有法学专家认为，“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一篇文章要立一个案，但法院这样处理也没有错。不过，这样做违法了诉讼经济原则。如果新京报社真的立7000多个案子起诉，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许，法院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引导报社拿少量侵权文章起诉，然后再依据判决结果去找侵权方私下谈判，以便达到最终减少法院工作压力的目的”（16LZ）。

其次，原告方侵权举证责任大，取证难、举证难、公证成本高。

按照现行的证据制度，原告需要举证被告侵权盗版行为成立。为履行举证责任，原告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取证、举证，这给原告造成沉重的负担，甚至让新闻媒体“望而却步”。仍以新京报社诉浙江在线为例：“当时浙江在线违法使用《新京报》文章7706篇，《新京报》法务室花了近两年时间追查，准备侵权公证、诉讼材料，仅侵权文章与《新京报》上原作的对比工作，4名工作人员用了4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整个案件仅证据材料摞起来就有5米高，《新京报》用了两辆车，5个工作人员才将证据运到法院。前后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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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费也是原告需要承担的一笔重要费用。以新京报社诉“一点资讯”聚合类新闻客户端为例，新京报社在公证之初要先购买一个新手机，为了规避其以“避风港原则”抗辩，采用每天刷新公证文章的方式，30多天才公正了50篇文章，每篇文章的公证费用高达4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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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法律诉讼成本高、原告负担重的问题，有媒体从业者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和维权支出，加大侵权者的举证责任和侵权成本”
[114]

 。

此外，部分媒体因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而导致诉讼程序复杂，诉讼负担加重。譬如《燕赵都市报·冀中版》隶属河北报业集团，其法人是河北日报社社长，该报提起诉讼时需征得法人同意，起诉程序因此较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媒体更为复杂。

（2）判赔金额低，难以弥补诉讼的人力成本、内容的生产成本等。

媒体起诉时，一般会选择侵权行为比较明确、侵权构成比较清晰的事项发起诉讼。在目前法律环境下，新闻媒体一般都会胜诉，获得相应赔偿。但有的新闻作品版权诉讼“赔偿额仅能弥补起诉成本（诉讼费、公证费、交通费、打印费等），无法弥补人力成本、内容生产成本等”（9BJ），有的甚至还“不足以支付诉讼成本”（2BW）。

造成新闻作品侵权诉讼赔偿额低的原因在于当前判决并未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判决依据的侵权文字作品标准稿酬偏低。法院在处理新闻作品版权纠纷时，往往依据1999年国家版权局出台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2014年9月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确定文字类侵权作品的标准稿酬，然后再根据上海市高院曾在《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按稿酬标准的2~5倍进行赔偿。当前原创作品稿酬标准为每千字80~300元人民币，对于一篇5000字的原创新闻稿件来讲，即使按300元/千字、5倍判赔来计算，也只有7500元。这样的惩罚力度不具有威慑力。有业内人士“希望能够按照侵权方获得的经济收益来确定判赔额”（9BJ）。虽然此思路有可能提高判赔额，但是即使在互联网行业内存在文章点击量与广告收益的估算机制的情况下，要估算出一篇文章理论上为互联网企业带来多少广告收入仍颇为困难。

一方面是高法律诉讼成本，另一方面是低赔偿额，这种状况导致新闻媒体在具体诉讼中常常赢了官司但却赔了本儿。即使如此，亦有媒体主动出击，提起诉讼，原因何在？部分原因在于媒体做出起诉决策时，更看重诉讼案例示范作用所带来的长期回报。

首先，诉讼结果可以为媒体采用私下和解方式解决版权纠纷提供索赔参照。

不少媒体诉讼的目的之一在于“探索一个标准化的赔偿标准，进而形成一个定价基础”（10ZZ）。从这个意义上看，诉讼的目的与其说是获得直接的赔偿，不如说是确立一个标杆。经历诉讼的新闻媒体再遇到侵权行为时，可以此前类似案例的判决结果为依据与标准，与侵权方谈判，寻求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其次，传递坚决打击侵权的信号，对潜在侵权者形成威慑，促使版权需求方主动向媒体寻求授权。

新闻媒体对侵权盗版者采取法律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确立谈判标杆，还在于诉讼行为本身释放的信号。即使在诉讼成本高、赔偿额低的情况下，仍有媒体提出法律诉讼，这表明提起诉讼的媒体有着打击侵权盗版的决心。面对一个较真的、似乎不惜代价的版权维护者，潜在侵权者不得不心存忌惮，或放弃使用该媒体版权作品，或主动签署版权协议以获得正版授权。实践证明，讲究策略的版权诉讼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新京报》的版权诉讼为例，第一步针对商业网站，第二步针对国家级新闻网站，第三步针对地方新闻网站，最终，大型商业网站都与《新京报》签署协议，甚至新华网也通过付费或者互换资源的方式与其合作。”（10ZZ）

从不少案例可以看到，版权诉讼可以促进版权纠纷各方形成更规范的互惠共赢关系，所谓“不打不相识”。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该纪录片（第一季）于2012年5月在CCTV-1首播，平均收视率达到0.48%，收视范围为0.39%至0.55%。
[115]

 但其真正变得炙手可热甚至发展成为一个“话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传播。在播出《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诸多网络平台上，只有央视国际握有该纪录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新浪网、PPTV、华数、土豆网等其他播出平台均存在侵权盗播行为。经诉讼，新浪公司被判赔偿央视国际经济损失7万元
[116]

 ，土豆公司被判赔偿24万元
[117]

 。在上述诉讼的警示作用下，《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时，爱奇艺、优酷、乐视、凤凰视频、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等不再采取盗播的形式，而是各出40万元（外加40秒主冠名的插播广告）获得网络传播权。
[118]

 虽然各视频网站为购买网络传播权付出了成本，但是各视频网站在取得优质版权后，均在显著位置提供播放入口，并结合自身优势大力推广，借势推出自制美食节目及主题活动。如凤凰视频推出《斗味》，爱奇艺推出《美食美课》、《Xfun吃货俱乐部》、《舌尖2》番外篇《平衡》，优酷举办“优酷美食节”“Show出你的拿手菜”“优酷拍客”等主题活动，搜狐视频推出《爱吃不吃》《食命必达》等专题，腾讯视频推出与纪录片相关的短视频等。
[119]

 借势推出的自制美食节目及主题活动使网站收入颇丰。

此外，法律诉讼的另一长远回报在于“为新闻版权的维护蹚出一条路”（2BW），刺激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版权意识：“在与‘今日头条’‘腾讯·大燕网’的版权诉讼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宣传唤醒传媒界的版权保护意识，唤醒大众的版权保护意识，并试图建立一个良好的版权保护环境。”（5BWK）

三、版权冲突中的相互促进

虽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版权冲突不断，但必须看到，冲突各方亦在冲突中相互促进。

（1）版权购买方间的竞争提高了版权价格，并给版权开发带来更多可能性。

相对于传统媒体，门户网站/聚合类新闻客户端、视频网站等均为购买版权的增量部分。该增量部分的出现对版权价格提升、版权开发均有促进作用：“由于新媒体的出现，版权的价格开始变得比较高，比如《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好一点的综艺节目能以上亿的价格卖给新媒体。此外，还可以基于内容版权资源做手游、电商等，经营方式变得十分多元化。”（12DZ）

（2）网络媒体有可能在“二次传播”中扩大作品的知名度，提升后续作品的版权价值。

有的作品在传统媒体刊播时虽形成一定的热度，但并未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倒是在网络媒体上的传播，促使其持续发酵，最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于2012年5月在CCTV-1首播时平均收视率为0.48%，收视范围为0.39%至0.55%。
[120]

 第一季在央视网（获得网络传播权）、新浪网、PPTV、华数、土豆网（后四者均为盗播）上的广泛传播使该纪录片口碑大涨。在此基础上，《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2014年4月在CCTV-1和CCTV-9首播时，第一集收视率就达1.57%，平均收视率高达1.7%。第二季首轮海外版权单片销售额达35万美元，创造了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的最好成绩。

（3）乐视、爱奇艺的版权战略客观上带动了整个传媒行业版权意识的提升。

近年来，国内视频网站对优质内容的竞争日益激烈，主要表现为版权购买规模扩大，购买价格飙升，积极与海外版权方展开合作，探索内容原创和自制等。视频网站试图获得较大规模的版权积累和差异化的优质内容，以便在激烈的版权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各视频网站还争相推出独播、同步播出、VIP抢播等形式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流量。视频网站明确的版权战略客观上让传统媒体感受到压力，带动着整个传媒行业版权意识的提升。

总之，版权供给与版权需求方为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样一个以竞合为主旋律的时代，冲突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合理、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做大蛋糕，利益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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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题研究篇

本部分三章分别为版权作品生产、版权交易与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三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对前文粗线条的版权管理概览（第二部分）与偏新闻媒体版权管理的调研报告（第三部分）均有一定补充作用。具体来讲，本部分所含三章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七章第一节聚焦电影生产方式对票房的影响。以信息经济学中的市场信号理论为理论框架，以2006—2014年中国国内市场公映的票房排名前四十的360部剧情片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差异的显著性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探究国际合作的生产方式与票房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国际合作这种生产方式与票房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生产方式并非直接扮演市场信号的角色，而是以其他信号变量为中介间接影响票房绩效；中外合作电影生产在创意环节对海外创意团队的依赖较大。同时，国外研究证明的“获奖”这个变量在中国市场的验证结果为无效信号，说明国外文献中的信号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市场。

第七章第二节聚焦众筹这种公众委制生产方式。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0年和2011年美国Spot.Us网站上144个众筹项目为分析单元，研究影响新闻众筹项目受出资人支持度（受支持度=实际筹款金额/目标筹款金额）的因素。研究发现，新闻众筹项目受出资人的支持度与报道题材、回报方式有关，与发起者类型、报道方式、目标筹集资金数量、是否有音频宣传无关。具有承诺精神或/和物质回报的新闻众筹项目较没有承诺回报的项目更易获得支持。经济、社会民生类题材受青睐，文化类题材受冷落的现实反映出众筹这种新闻生产方式同样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不同于组织化的经济、政治力量，而是非组织化的民众信息偏好力量。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超过1者不多的现实也说明，这种生产方式距离普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八章第一节关注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以2006年至2014年间新闻媒体公开披露版权价格的69部国产剧的95条交易记录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相关分析与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市场因素与电视剧版权价格间的关系，以及显著相关的市场因素对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根据文献所梳理的诸多市场因素中，“授权平台”“播出方式”“电视剧年产量”和“权利性质”因素与版权价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影响版权价格的主要路径由强到弱分别为授权平台→版权价格、电视剧年产量→版权价格。

第八章第二节侧重于描述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全球音乐版权贸易市场格局及其演进。研究发现，就全球音乐版权贸易整体网来看，音乐版权贸易市场中各个经济体的紧密程度加强，但是“去中心”趋势尚未形成。同时，更多的经济体之间开始构建贸易渠道，摆脱原有中间经济体的操控。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内地在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版图中处于核心区，其音乐版权贸易总额虽未居前列，但其音乐版权贸易范围广泛。无论从本土音乐版权产品出口还是从贸易枢纽作用来看，中国内地都将逐步成为亚洲甚至世界音乐市场新的领头羊。

第九章考虑中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之一——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市场地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例证法，先界定音著协所处的相关市场为中国内地音乐词曲版权集体管理市场，再根据国内外的判定方法，通过“市场份额”“经营者实力”“市场壁垒”“著作权人的依赖程度”“使用人的依赖程度”五个指标确定了音著协在相关市场上的支配地位。随后探讨了音著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竞争行为及该行为对社会福利和生产效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音著协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其所打造的多层面、高水准、高效率、系统化的版权服务机制在推进中国版权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七章　传媒版权作品生产研究

在中国，由于合拍片具有不占引进片配额额度、分账比例高等诸多优势，因此受到制片商的青睐。那么，国际合作生产这种版权作品生产方式与票房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作为公众委制生产方式之一的众筹模式已应用于包括新闻在内的诸多传媒作品生产领域，在这种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中，影响众筹项目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第一节　电影生产方式与票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1]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下降，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2]

 ，产业间的分工转变为产品内的国际分工，生产组织可将生产过程分割成一个个不同阶段分配到不同国家进行
[3]

 。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正在逐渐打破传统工业时代以高度集中化为特点的福特主义，建立起开放性、分散式的后福特主义。
[4]

 国际经济已从国际贸易阶段逐步扩展至国际生产阶段。以电影产业为例，两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影视公司，通过合拍这种国际生产方式，共同制作一部影片的情况日益增多。仅就中国电影市场而言，中外合拍片在高票房影片中占比较大，2006—2014年国产电影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一半以上为合拍片。不仅如此，合拍片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还在继续扩大。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电影生产方式（这里特指是否为国际合作生产）与票房绩效之间的关系，期冀在传媒的国际生产问题上做出实证分析尝试，并为影视企业生产、销售决策以及合拍片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电影的国际合作生产，即合拍或国际联合制片，指一部影片由至少两家跨区域或跨国的单位联合摄制完成。国际合作生产电影的外延广泛，这里仅研究中国内地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合拍的剧情片。

在中国，根据《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中外电影合拍包括联合摄制、协作摄制、委托摄制。
[5]

 与引进片相比，中外合拍片享有不受引进片配额限制、享受跟国产片一样的档期待遇、拥有较高的票房分成比例等诸多益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制定了包括“投资比例”“演职员国籍构成”“版权持有状况”“必须体现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等在内的诸多中外合拍片资格认定条件。其中中美合拍片中需要达到“中方出资比例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并需要在中国取景”等具体要求。

接下来，本书将基于市场信号理论框架，致力于回答“国际合作生产方式是否与票房绩效相关”及“国际合作生产方式如何影响票房绩效”两个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推导

信息经济学中的市场信号理论认为，电影作为体验产品，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解决此问题的机制是释放影片相关的市场信号。尽管已有研究实证分析了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等一系列市场信号与票房绩效间的关系，但鲜有研究者聚焦电影生产方式这一市场信号与票房绩效的关系。

（一）信息经济学中的市场信号理论

信息经济学将市场信号视为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机制，认为企业通过提供可见信号向消费者传递交易中不可观测部分的信息，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
[6]

 这种可见信号被信息经济学家称为市场信号。
[7]

 信息不对称存在于多种交易过程中，这里的研究重点为商品（尤其是文化产品）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当产品质量信息对于购买者来说是稀缺的，且购买者为质量敏感型时，市场信号最为有效。
[8]

 尼尔森（Nelson）在1970年的一篇论文中区分了“搜寻商品”和“经验商品”，对于经验商品来说，交易双方关于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更加突出。
[9]

 因此，相比其他商品，经验商品的消费者更需要市场信号，市场信号使购买者形成对经验商品质量的预判，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
[10]



市场信号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已有研究除了关于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的理论探讨之外，大致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成功信号传递需要的条件，即市场信号在何时对于降低产品不确定性最为有效。
[11]

 二是从信号的发出者（即产品生产者）视角，研究何种市场信号对市场最重要。
[12]

 三是从信号的接收者（即产品消费者）视角，研究消费者的不同属性对同质信号的不同解读及其对市场交易带来的影响。
[13]

 本研究被置于第二类产品生产者视角，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信号类型变量“生产方式”，研究我国电影市场中，合作生产是否为显著影响票房绩效的一种市场信号。

（二）市场信号与电影票房绩效的关系

信息经济学家解释市场信号和电影票房绩效的关系时认为：首先，电影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典型的经验商品，因其相对无形难以客观评价其产品质量。
[14]

 消费者对电影产品的评价基于其欣赏价值，所以在观看前无法判断产品质量。
[15]

 其次，由于电影上映时间相比其他产品在市场中流通的时间要短，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到时间限制。
[16]

 影视公司需要尽快收回影片拍摄的巨大投入，赚取投资收益，因而具有强烈动机消除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者的观影行为。片方通过释放能够反映影片高质量的信号，增强消费者观影信心。影片信号因此对票房绩效产生影响。
[17]



（三）电影信号类型的已有研究

现有研究已证明了一系列与票房绩效密切相关的市场信号，这些信号类型主要包括：续集、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获奖、制片预算等。
[18]



（1）续集指基于已有作品拍摄而成的电影作品，既包括根据已有的小说、漫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也包括根据已有电影衍生开发续集或系列作品。
[19]

 续集既是“默认独立信号”（default-independent signal），又是“临时信号”（default-contingent signal）。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影片是否为续集与票房绩效高低有关系，相比于非续集，续集更可能带来高票房。
[20]



（2）明星艺术家影响力是电影市场最显著的信号之一。这里的明星艺术家既包括著名的导演、演员，也包括剧组其他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创意人员（movie makers）。同续集信号一样，明星艺术家影响力信号也是一种默认独立信号，明星艺术家参与意味着高昂的前期投入，片方只有提高影片质量，才能吸引更多受众，弥补成本。明星艺术家影响力与票房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大量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21]



（3）对于一部电影的潜在观众来说，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能够有效的传递质量信息，减少购买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观感评分是口碑的一种，随着在线社交网络的普及，口碑传播的传统边界被打破，口碑在市场交易中发挥的信号作用越来越重要。一系列实证研究已证明口碑与票房绩效存在相关关系。
[22]



（4）获奖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影评，是专家组成的第三方机构对影片质量做出的肯定性评价。基于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获奖是优质影片的反映
[23]

 ，并将其作为自变量，探究获得或提名电影奖项与票房绩效之间的关系。
[24]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片评奖发生在电影放映以后，因此假设其对消费者的观影决策会产生影响是不合理的。
[25]

 基于以上争议，本研究将获奖纳入影响票房绩效的市场信号，但仅将上映前获奖或提名的电影算作获奖影片。

（5）制片预算是默认独立信号，高预算向消费者传递了一个信号：出品方对影片质量很有信心，希望可以吸引大量观众以弥补高投入。高预算和高票房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在已有研究中已得到了证实。
[26]

 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制片预算作为信号变量，而是以“片方影响力”作为替代，理由如下：首先，从数据的开放性和真实性看，国外研究数据具有易得性，但本研究中研究对象为中国市场，从总体上看国内电影制作成本数据极少公开，如果把制作成本直接作为自变量，会因缺少数据导致缺失值过多而影响统计结果。其次，从市场信号理论看，市场信号的作用是向观众传递确定可见的信息以消除不确定性，但国内观众在观影前难以获知制作成本信息，因而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市场信号。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以“片方影响力”代替“制作成本”，作为反映影片投资的信号变量。拥有更大财力的出品方能够承担更高预算的电影制作，同时片方的影响力对观众需求亦能起到拉动作用。
[27]



尽管关于何种信号会对票房绩效产生影响的问题已有大量研究，但在现有的票房信号研究中，缺乏对生产方式（这里特指是否为国际合作生产）与票房绩效的关系的研究。从市场信号理论来看，电影上映前企业释放的诸多市场信号中，“合拍片”成为片方的一个宣传点，是消费者可以获得的一个信号。同时通过经验观察可知，在中国内地票房中，排名靠前的高票房电影中合拍片占了大多数，且票房排名越靠前的电影，合拍片所占比例越大。由此得出两个假设：

假设1：电影国际生产方式与票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2：国际合作生产是一种市场信号，与票房存在正向的直接影响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2006—2014年在中国内地市场上映且票房排名前四十的360部剧情片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资料为样本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期间宣传使用的正式海报
[28]

 ，数据来源为艺恩咨询·中国票房（http://www.cbooo.cn）、时光网（http://www.mtime.com）、豆瓣电影（http://movie.douban.com）。统计分析方法为差异的显著性分析、相关分析（证明假设1）和结构方程模型（证明假设2）。

内容分析编码由两位编码员完成，试编码中随机抽取了32个（10%）样本，采用Holsti公式对编码员内和编码员间信度分别进行了检验，由于本研究编码不涉及主观判断，因此编码员内和编码员间的信度均为1，表示内容分析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

变量选择方面，首先，因变量为某部电影在中国内地市场的总票房收益，单位为万元。这里借鉴前人研究，对总票房收益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为艺恩咨询·中国票房。其次，自变量包括“生产方式”和国外研究已验证过的其他信号变量。根据文献综述，已有研究中提及的电影信号类型主要包括：续集、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获奖、制片预算、营销预算等。出于数据的公开性和易得性考虑，本研究选取续集、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获奖、片方影响力5个信号变量。最后，由于票房除电影相关信号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影响，故以已有研究为依据，结合数据的易得性，引入了“档期”“发行商”“类型”等控制变量。变量测量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具体方法如表7-1所示。

表7-1　变量描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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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和建模结果

关于基本所建指标，本部分先完成差异的显著性分析和相关分析，完成对假设1的检验，然后通过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2。

（一）差异的显著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1）生产方式和票房的差异的显著性分析。

为证明假设1，首先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合拍片和非合拍片在中国内地市场票房绩效做差异的显著性分析。表7-2为Levene's方差齐性检验，用于判断两总体方差是否齐，检验结果为F=7.571，Sig.=0.006＜0.05，拒绝原假设，认为两组所在总体的方差不齐。在续表中，“方差不齐”一行根据两样本的方差情况对标准差进行校正，得到校正后的t检验结果，t=3.566，p=0.000＜0.05，则得到合拍片和非合拍片的票房绩效存在显著差异。

表7-2　独立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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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方式和票房的相关分析。

使用Kendall's tau-b相关系数，对生产方式与票房绩效做相关分析，检验选择国际合作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会不会对影片的票房绩效产生影响，得到表7-3。从结果中可知，生产方式和票房绩效的Kendall's tau-b相关系数=0.146，p=0.001＜0.01，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生产方式和票房两者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合拍片相比非合拍片，更可能带来高票房。假设1得到证明。

表7-3　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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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0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二）结构方程建模结果

在已有文献的理论支撑下，这里使用Amos17.0软件进行了结构方程建模，使用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后，以修正指标和相关理论为依据，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到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7-1所示。为保证满足多元正态分布，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使用SPSS16.0软件对有关变量做正态化转换，使其近似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经过预处理后，峰值系数显示外生变量符合多元正态分布。建模中，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模型的适配度指标，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路径分析模型的协方差矩阵与样本数据的协方差矩阵能够契合，模型的适配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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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结构方程模型

*p<0.05，**p<0.01，***p<0.001。

（1）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直接效应。

经过Amos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可分为两部分：第一，票房相关模型。由因变量票房对数和直接影响它的一系列自变量构成。第二，生产方式相关模型。由自变量生产方式和一些直接被它影响的因变量构成。

修正后的模型中共有5个变量与票房存在直接效应，以结构方程自变量路径系数的大小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票房对数的贡献高低，并以此为根据将所有路径（包括已被证实和未被证实的路径）分为3组：第一，对票房贡献较强（p＜0.001）的是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片方影响力、续集/系列；第二，对票房贡献中等（p＜0.05）的是类型3动作、口碑；第三，对票房贡献较弱或无贡献（p＞0.05）的是生产方式、获奖、档期、发行商、类型1爱情、类型2惊悚/恐怖、类型4剧情、类型5喜剧、类型6奇幻/科幻、类型7犯罪、类型8悬疑。上述变量在国外已有文献（美国市场）中得到了验证，但经过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检验，以上11个变量在中国市场对票房不存在显著影响。

修正后的模型中，生产方式与3个因变量具有直接效应（p＜0.05），分别为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类型3动作。生产方式与获奖、续集/系列、票房对数的直接效应不显著（p＞0.05）。

（2）结构方程模型中生产方式对票房的间接效应。

结构方程中包含4个中介变量，控制了中介变量之后，X生产方式
 和Y票房
 之间本来存在的显著相关（相关分析表明X生产方式
 与Y票房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变成影响不显著（见图7-1）；而X生产方式
 与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与Y票房
 的路径系数均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根据中介效应理论可得，X生产方式
 对Y票房
 的影响完全是通过中介变量M明星艺术家影响力
 、M口碑
 、M类型3动作
 、M片方影响力
 而起作用的，X生产方式
 和Y票房
 之间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二者关系为完全中介效应，X生产方式
 不是直接扮演市场信号的作用，而是通过影响其他信号变量间接影响票房，假设2被证伪。

由图7-1可以看出，具体影响路径可细分为7条：

一是，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票房对数。

合拍片的导演、演员、编剧等创作人员比非合拍片更有市场号召力，更有影响力的明星艺术家能带来更高的票房绩效。

二是，生产方式→口碑→票房对数。

相比非合拍片，合拍片的口碑更好，而口碑效价愈高的电影票房就愈高。

三是，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票房对数。

类型3动作为生产方式和票房对数的中介变量，生产方式通过类型3动作对票房绩效有间接正效应，中外合拍更青睐动作类型电影，而动作类型电影的票房绩效相比非动作类型电影更高。

四是，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票房对数。

中外合作这种生产方式通过动作类型电影间接提升了片方影响力，而片方影响力所具有的市场信号功能又刺激了观众观影，从而为合拍片赢得比非合拍片更高的票房。

五是，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票房对数。

根据统计结果，一方面，合拍片比非合拍片更青睐动作类型电影，而动作类型电影相比非动作类型电影对制片预算要求较高，因此动作类型电影更会寻找更具财力和影响力的片方。另一方面，片方影响力与票房绩效存在间接效应，片方影响力通过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对票房绩效有间接正效应，有财力的片方能为影片请到更有影响力的明星艺术家，而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又能显著提升票房绩效。据此，生产方式通过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和明星艺术家影响力这三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票房绩效。

六是，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票房对数。

明星艺术家影响力除了自身是一种市场信号，能够显著影响票房绩效以外，还通过口碑间接影响票房绩效。故中外合作生产的电影的明星艺术家影响力更大，并因此带来更好的观众口碑，口碑作为市场信号带动了票房绩效的增长。

七是，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票房对数。

根据图7-1建模结果，一方面，合拍通过动作类型影片带动片方影响力，进而提升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另一方面，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又通过口碑间接影响票房绩效。据此，生产方式通过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4个变量间接影响票房绩效。

将生产方式影响票房对数的7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大小进行比较，并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得到表7-4，中介效应越大的路径，对票房绩效的影响就越大。生产方式通过中介变量对票房形成间接影响，效应最大的前四条路径依次为：“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票房对数”，中介效应为0.0718，占总效应的50.21%；“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票房对数”，中介效应为0.0355，占总效应的24.83%；“生产方式→口碑→票房对数”，中介效应为0.0130，占总效应的9.09%；“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票房对数”，中介效应为0.0129，占总效应的9.02%。

表7-4　不同路径中介效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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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外合拍依赖境外创意团队。

在图7-1结构方程模型中添加“明星艺术家国籍”
[35]

 这一中介变量后进行路径分析发现，“生产方式→票房对数”90%的总效应与明星艺术家国籍有关，目前中外合作电影生产中的创意环节主要依赖境外影视企业。在中国内地市场，影响力较大的不是本土的创意团队，而是境外艺术家。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明星艺术家国籍对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的影响。

相比本土独立制片，中外合作生产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市场能取得更高的票房绩效。合拍之所以能带来更高的票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合拍片的创意团队比非合拍片的创意团队的影响力更大，而创意团队的影响力越大则票房越高，同时创意团队的影响力还通过口碑间接影响票房（合拍→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大→票房高；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票房对数）。那么，为什么合拍片的创意团队比非合拍片的创意团队影响力更大？

国际生产的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组织参与国际生产的动因或经济效应时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为成本缩减视角，二为收益增加视角。收益增加视角认为国际合作生产是母国（或产业发达一方）打开东道国市场、增加海外市场收益的有效手段。
[36]

 同时，产业欠发达一方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生产，获得知识转移等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37]

 和经济增长
[38]

 。具体到电影产业，国际合作生产的潜在收益包括：其一，合拍是进入不同合作方所在国市场的有效途径，降低了进入海外市场的门槛，增加了合作方市场的票房收益。
[39]

 其二，合拍具有知识转移或外溢的作用，提供了向不同国家合作者学习的机会。如果合拍的参与方在电影的艺术创作、制片管理、发行营销等方面有着更成熟丰富的经验，那么联合制作就给合作者提供了学习电影制作、管理和市场营销先进理念的机会。
[40]

 基恩（Keane）在分析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时指出，产业欠发达一方需要与产业发达一方进行生产合作，通过知识外溢吸收先进的理念和知识，而合拍是最有效的合作方式。
[41]

 其三，从竞争角度看，合拍是面对强势电影生产国产品冲击时，保护本土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42]

 如杰克尔（Jäckel）通过研究加拿大电影业与海外其他国家的合作生产得出结论：合拍保护了加拿大国内电影产业的存续。
[43]

 据此可以推断，合拍片的创意团队比非合拍片的创意团队影响力更大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中外联合生产为电影制片引入境外的创意团队，具有知识转移和品牌价值外溢的作用。

为论证该观点，研究者在图7-1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生产方式和明星艺术家影响力两变量间加入明星艺术家国籍这一中介变量，增加一条新的中介效应路径“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国籍→明星艺术家影响力”。若路径系数显著，则证明合拍片通过引入境外创意团队显著提升了影片创意团队的影响力，从而刺激了观影行为，提高了票房绩效。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如图7-2所示，X生产方式
 与中介变量M明星艺术家国籍
 （p＜0.001）、中介变量M明星艺术家国籍
 与X明星艺术家影响力
 （p＜0.001）的路径系数均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证明生产方式对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对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的影响均十分显著。引入中介变量前，生产方式与明星艺术家影响力之间的关系达到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见图7-1），但引入明星艺术家国籍作为中介变量后，二者的路径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证明生产方式与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的关系为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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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加入“明星艺术家国籍”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p<0.05，**p<0.01，***p<0.001。

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证明，合拍片通过引入境外导演、演员等创意人员提升了影片创意团队的影响力，并通过明星艺术家影响力间接提升了票房绩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艺术创作水平和产业发展成熟度不同，合作制片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合作者带来了相互学习的机会，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影视企业与产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影视企业进行合作时，知识转移效果更加显著。同时，发达一方的创意团队具有更高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通过合作制片，国外创作者的品牌价值转移到合拍电影产品中，相比本土独立制作的影片，所包含的明星艺术家影响力显著提升。

其二，明星艺术家国籍对类型3动作的影响。

根据结构方程的分析，中外合拍片票房高于本土独立制作影片的另一个原因是合拍片比非合拍片更青睐动作类型电影，而该类电影的票房往往高于其他类型电影。此外，生产方式通过影响类型3动作进而影响了片方影响力和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对票房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票房对数；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票房对数；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票房对数）。

在图7-1结构方程模型基础上添加明星艺术家国籍与类型3动作的单向因果关系，则相应地增加了一条生产方式影响票房绩效的新路径：“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国籍→类型3动作→票房对数”（见图7-2）。经过统计检验，自变量X生产方式
 与中介变量M明星艺术家国籍
 （p＜0.001）、中介变量M明星艺术家国籍
 与因变量Y类型3动作
 （p=0.012＜0.05）的路径系数均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生产方式对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对类型3动作的影响均为显著，中介效应为0.085，直接效应为0.244，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比值为0.35。

图7-2的分析结果表明，合拍影片比非合拍片更多使用境外创意团队，而境外创意团队比境内创意团队更青睐拍摄动作类型电影，动作类型电影的票房又高于其他类型电影，所以合拍片间接影响了票房绩效。为了取得更高的票房，电影公司会更多地选择拍摄动作类型电影，而类型3动作与明星艺术家国籍的相关分析显示，动作类型电影比其他类型电影更多地使用外籍演职人员（p＜0.001）。“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国籍→类型3动作→票房对数”这一作用机制说明，动作合拍片在创意环节更多依赖于境外创意团队。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专题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一）国际合作生产与票房绩效的关系为完全中介效应

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国际合作这种生产方式与票房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合拍片比非合拍片更可能获得高票房；合拍对票房绩效的影响为完全中介效应，生产方式并非是直接作为市场信号作用于票房绩效的，而是通过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等中介变量对票房绩效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最大的4条路径为：“生产方式→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票房对数”“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票房对数”“生产方式→口碑→票房对数”“生产方式→类型3动作→片方影响力→票房对数”。

相比于本土独立制作的影片，采用国际合作生产的电影加强了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片方影响力等3个市场信号，进而推动票房绩效的提升。根据国际生产理论，国际生产还具有知识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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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联合生产为电影制片引入了境外创作团队，知识、品牌价值的转移带动合拍片在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电影类型等方面优于非合拍片。此外，中外合作这种生产方式通过动作类型电影间接提升了片方影响力，而片方影响力所具有的市场信号功能又刺激了观众观影，从而为合拍片赢得比非合拍片更高的票房。

（二）国外文献中的信号模型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市场

国内有关电影市场信号的研究较少，电影市场信号类型的研究以国外文献为主，结论主要基于美国市场得出。这里在检验生产方式是否是一种市场信号的同时，亦在中国市场对国外研究结论进行了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在中国电影市场，片方影响力、明星艺术家影响力、口碑和续集/系列等4个变量为有效市场信号，而获奖被证明为无效信号。获奖这一变量在中国市场的失效首先可能与中国电影产业目前的发展阶段有关，国外证明获奖为有效信号的研究以美国市场为样本，而中美两国电影业发达程度不同、观众的成熟度也不同。首先，目前中国观众对影片类型的包容度有限，而获奖影片以剧情类型影片居多（对影片类型与获奖作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获奖与类型4剧情显著正相关，p=0.002＜0.01），而剧情这一影片类型与票房绩效并不存在显著关系。一方面，这些获奖的剧情片中包括一部分小众的艺术片；另一方面，这类影片相较诉诸视觉的动作类型影片而言，没有给观众进影院观看的足够理由，许多观众选择通过其他媒介（如网络视频）观看。其次，获奖变量的失效还可能因为奖项的评选人群与实际观影人群存在差异。最后，受片方营销投入、明星艺术家影响力、片方财力等其他变量的影响，有的影片虽然没有获得专业评奖机构的认可，但片方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营销，在观众群体中知晓度较高，而有的影片尤其是一些艺术片和中小成本影片，营销力度不够，也是影响获奖与票房绩效关系的原因。此外，还可能与奖项类型有关，一些奖项偏重艺术电影，在后续研究中，如果能对不同类型奖项与票房绩效的关系做进一步细分研究，会得到更深入的结论。

（三）创意环节对境外团队依赖较大

根据图7-2的路径分析，通过添加明星艺术家国籍这一中介变量可得出结论：中外合作电影生产在创意环节对境外创意团队的依赖较大。目前在中国内地市场，具有更大市场号召力的不是本土而是境外的创意团队。这一方面证明了合拍具有知识外溢和学习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目前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传媒子产业，电影业的运行以经济利益为向导，遵循经济规律，为了取得更高的票房收益，合拍片会选择更具影响力的创意团队。如果国内电影人无法提高自身创作能力，对观众的吸引力输于境外创意团队，创意环节被境外主导就不可避免。创意环节被境外主导，文化上丧失了话语权就难以实现通过合拍讲中国的故事，经济上导致中国影视公司处于微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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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利位置，长期看可能促使市场份额被境外公司加速抢占。因此，创意人才稀缺、创意团队缺乏市场影响力是目前中国电影产业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四）中外合拍的下一步棋：探索主导创意层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外合作生产电影的过程中，中方迫切需要加强影视创作人才的培养，争取创意环节的主导权。具体来说，需要企业、政府和高校共同努力，引进或培养一批会讲故事又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创作人才。企业层面上，需发挥好中外合拍的学习效应，重视剧作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探索解决中小制片企业的融资问题，保护青年电影人的生存环境。在政府层面，急需通过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等方式改善内容管理制度，使之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国家电影专项基金需向制作环节倾斜，将扶持重点转为提升制片企业创作能力；保护电影工作者的基本劳动权益，防止人才流失。在高校层面，通过对影视专业建立严格的考评机制、加强影视专业的通识教育、中外电影学术交流和人才互换等方式改善目前电影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有艺术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短缺和低端人才过剩的现象。

（五）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票房相关模型的解释度为0.521，虽然在有效范围内，但还存在模型没有涵盖的自变量。一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二手资料分析法，受国内统计数据限制较大，经国外研究证明的与票房绩效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变量（如信号变量“广告成本”、控制变量“放映银幕数”），由于国内缺乏相关数据，并未被纳入本研究的模型中。另一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现有理论尚未发现的可能影响票房绩效的市场信号，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发掘。此外，这里的研究结论和模型仅根据中国内地市场数据得来，在适用性上是否存在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如是否只能用于解释中国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合拍问题）则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第二节　影响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的因素分析：以美国Spot.Us为例
[46]



新闻众筹（crowd-funded journalism）是一种新出现的新闻生产模式。其操作程序与其他领域内的众筹类似：记者确定新闻选题及报道形式后，在众筹平台上予以发布，以获取众筹平台用户的赞助。当项目发起者获得的赞助额度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时，就会获得这笔资金，并且通常情况下会将资金用于新闻项目的执行即生产新闻资讯。新闻资讯被生产出来后，发起者可以出售其版权获得收入。与此同时，投资人可以获得项目所承诺的报酬。如果项目设定的融资目标未达到，则在项目融资期满后，已得资金会自动返还投资人。

新闻众筹首先离不开众筹平台。自2008年美国Spot.Us创建以来，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Kickstarter、De Correspondent、Indievoic、weReport等有影响的新闻众筹平台。中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新闻众筹平台，但是综合性平台众筹网可以运转新闻众筹项目（见表7-5）。

表7-5　国内外主要新闻众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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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平台外，新闻众筹具体落实为一个个项目。按照项目是否筹集到预期数量的资金，新闻众筹有成功与失败之别。成功的新闻众筹项目指那些达到或超过既定筹资目标的项目，失败的新闻众筹项目则指那些未达到既定筹资目标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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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项目是否对投资人承诺报酬，新闻众筹项目可以分为回报众筹与捐赠众筹。前者指在项目成功实施后，给予投资人一定的资金回报或者物质回报（如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等）；后者指项目成功后给予投资人一定的精神回报，如感谢信、提名等。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人和新闻项目能够接受和使用新闻众筹模式，以Kickstarter为例，该网站自2009年4月成立以来，就发布了多达816个新闻项目。

虽然总体来看，新闻众筹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目光，但是客观来讲，成功的新闻众筹项目并不多，以Indievoic为例，截至2015年11月3日能够看到的19个项目中，12个项目尚未众筹成功，仅有7个项目成功。另外，当我们进一步以实际筹款金额与拟筹金额之比来衡量项目受投资人支持水平时会发现，各新闻项目受支持水平差异明显。本研究旨在回答影响新闻众筹项目受投资人支持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关于新闻众筹的已有研究大体分为三种视角：平台研究、生产方式意义研究、众筹项目研究。

（1）平台研究。卡瓦哈尔（Carvajal）等通过分析各大新闻众筹平台是否具有营利性质，认为新闻众筹模式弥补了传统新闻的不足，并且他认为应该进一步研究将有多少记者在新模式市场中获得益处。
[48]

 沈阳、周琳达对比了美国Spot.Us、中国台湾weReport以及中国大陆众筹网在选题类型、作者背景、发布形式、筹集资金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探讨了中外众筹网站各自的特点，并对中国新闻众筹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49]



（2）生产方式意义研究。曾庆香等肯定了新闻众筹对传统新闻模式的颠覆，认为新的新闻众筹模式削弱了政治、经济权力及受众喜好的掌控，但同时指出，在中国内地，这种对新闻生产权力结构变革的突破尚处于探索阶段。
[50]

 班尼特（Bennett）等立足于介绍新闻众筹兴起以来出现“草根”特殊话题的9篇文章，总结了新闻众筹的发展之路。
[51]

 艾塔穆尔托（Aitamurto）采用访谈的方式，以Spot.Us为例，采访了7名记者和8名投资人，最终认为众筹使记者与投资人之间建立了强关系，从而增强了记者的责任感。投资人投资的初衷在于推动社会发展。
[52]



（3）众筹项目研究。栾轶玫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品类都适合众筹这种模式，她认为调查性报道最适用于众筹。
[53]

 吴珂则分析了Kickstarter和Spot.Us两家2011—2012年成功众筹新闻项目的题材分布，并认为众筹项目类型日益多元化，既有政治、经济、环境与公共卫生等有知晓意义的严肃新闻，也越发注重满足小众需求。
[54]



由于新闻众筹仍处于尝试阶段，因此无论是对众筹平台创办模式的研究还是对其意义的探讨，都带有相当多的猜想成分。比较而言，从已众筹项目角度所做研究相对较现实。可是现有采取项目视角的研究成果描述色彩浓厚，较少采用量化研究方式研究新闻众筹项目变量与新闻众筹款项目受出资人支持度间的关系。本研究将聚焦新闻众筹项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分析新闻项目特点与其受出资人支持度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研究旨在探索影响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的因素。出资人对新闻众筹项目的支持度=实际筹资金额/目标筹资金额。当此比值大于等于1时，表明项目融资成功；小于1时，表明项目融资失败。比值越大，表明项目受投资支持度越高；反之，则表明项目受投资支持度越小。

用户针对某新闻众筹项目的投资决策较少受外力影响，多建立在个人对投资回报率的直观判断上。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1983）所提出的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可视为信息领域内的投资回报率公式。该公式指出“信息选择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
[55]

 。在传统媒体社会中，受众只能作为已完成新闻资讯的接收者，在是否购买新闻资讯成品间做出选择。而在新闻众筹生产关系中，信息生产出资人与信息消费者合二为一，用户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前移至生产阶段，尽管如此，出资人投资众筹项目的首要动机仍在于对项目所承诺的新闻资讯有所期许。由于出资人对新闻众筹项目带给自己报偿与费力程度的判断都建立在阅读项目文本基础之上，所以，报偿与费力程度更大程度上体现在感知层面，即出资人感知到的报偿、感知到的费力程度。据此，借鉴施拉姆的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可以假设在将新闻众筹项目出资人视为理性人的前提条件下，用户是否支持某新闻众筹项目一方面与出资人获得的报偿感知呈现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与出资人付出的代价感知呈现负相关关系。

H1
 ：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与出资人获得的报偿呈正相关关系。

即项目给出资人的承诺越符合出资人的需要，则该项目受支持度越高。

H2
 ：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与出资人付出的代价呈现负相关关系。

即出资人投资项目若越费力，则该项目受支持度越低。

出资人在对某个新闻众筹项目作出投资决策时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来自项目文本。根据笔者观察，每个项目文本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新闻策划。发起者需要在众筹平台上展示想法产生的背景、调查的范围、今后执行的步骤、预期效果等，即发起者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让潜在出资人全面了解自己的项目。

第二，目标筹款额。发起者要明确设定自己筹款的目标金额，并详细解释资金的用途和自己预算的合理性。

第三，筹款期限。即项目融资时长，在一定期限内融资成功，则项目生效。若项目融资失败，则众筹平台会返还出资人已经筹集到的资金。

第四，预期回报。发起者要做出承诺，如果项目成功执行，出资人将会得到哪些回报，大多数项目的预期回报为阶梯式回报，依据不同档次的资金投入给予不同的回报，往往是投资越多，回报越丰盛。

从项目文本可以看出，能帮助出资人判定投资报酬水平的主要因素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发起者类型、报道题材、报道形式、回报形式。

新闻众筹项目的发起者既有自媒体又有媒体机构。一般认为媒体机构更具权威性更可靠，因此，出资人可能更信任其能认真履行其所发起的众筹项目，更信任其专业能力与专业资源。因此假设：

H1-1
 ：发起者类型影响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发起者为媒体机构的新闻众筹项目较发起者为自媒体的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高。

就报道题材看，一般认为与出资人关系密切的报道题材更能满足其需求，因此更易获得投资。故假设：

H1-2
 ：报道题材影响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并且与出资人关系更密切的经济、社会民生类新闻众筹项目较其他题材的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高。

就报道形式来看，一般认为，深度调查更能挖掘出新闻背后的价值，更能满足信息接收者需要，因此假设：

H1-3
 ：深度调查类新闻众筹项目较采访报道类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高。

就回报形式看，本研究假设：

H1-4
 ：物质回报与精神回报皆备的新闻众筹项目较单一类型回报的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高。

就费力程度来看，众筹项目要求出资人付出的资金额度、宣传力度都有可能影响投资的费力程度。

具体来讲，如果项目目标筹集金额数量偏大，可能会引起潜在出资人的畏惧心理，降低项目获得支持的程度。故假设：

H2-1
 ：项目目标筹集金额与项目获得支持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就宣传力度而言，有音视频宣传材料的项目更方便潜在出资人预判项目价值，可以降低出资人决策时所花费的成本。故假设：

H2-2
 ：有音视频宣传材料的项目较无音视频宣传材料项目获得的支持度高。

三、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

考虑到Spot.Us网站成立最早发展最成熟，新闻众筹项目数量较多，并且信息较全面，因此本书以Spot.Us为调查对象。2012年后Spot.Us网站关闭，2010年和2011年两年该网站新闻众筹项目最多，并且在这两年内美国经济较稳定，因此以Spot.Us网站2010年的71个和2011年的73个新闻项目为分析对象，以项目文本为分析单元。编码项如表7-6所示。

表7-6　编码项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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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任务由一人完成，所有的编码项都可以在Spot.Us网站上找到，并做出明确判断。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实际人均集资数=实际筹集资金数量/实际投资人数，实际筹集资金数量与实际投资人数均可在Spot.Us网站上直接查得。第二，新闻众筹项目报道题材依据其所在网页进行分类。题材与所在网页对应关系如表7-7所示。第三，在承诺回报中出现感谢信、作品提名、阅读权限，则精神回报=1，反之为0；在承诺回报中出现纪念品、照片等明确物质时，则物质回报=1，反之为0。

表7-7　新闻众筹项目报道题材与所在网页间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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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为验证假设，这里依次展开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在Spot.Us网站2010年和2011年共144个新闻众筹项目中，自媒体、媒体机构发起的项目数量均为72个，各占50%，表明媒体机构与自媒体对新闻众筹平台的利用不分上下。在报道题材上，社会民生类项目占比最多，为45个，占31.3%；而经济、政治、文化类的比例大体一致，分别占24.3%、22.2%和22.2%，表明平台上的新闻众筹项目多关注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新闻众筹项目亦存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倾向。在报道方式上，采用深度报道形式的项目有83个，占57.6%，采用采访报道形式的项目有61个，占42.4%，说明该平台侧重于挖掘新闻背后的价值。在回报形式方面，给予物质回报的项目有77个，占53.5%，给予精神回报的项目有79个，占54.9%，其中50个项目同时给予精神回报与物质回报，而没有给予精神回报或物质回报的项目则有38个，占26.4%，说明在该平台上，给予物质回报或精神回报的项目广泛存在，并且同时给予两种回报的项目也较多。在音视频宣传上，采用该种形式宣传的项目和不采用该种形式宣传的项目数量一致，均为72个，各占50%（见表7-8）。

表7-8　对新闻众筹项目中各定类变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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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筹集资金数量方面，最小值仅为79美元，而最大值则为15万美元，平均值为5.91万美元，多数落在1.4万到10.66万美元之间。实际筹集资金数量方面，最小值为50美元，最大值为11万美元，平均值为4.24万美元，多数落在0.63万到7.74万美元之间。而受支持度方面，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49，平均值为0.71，多数落在0.35与1.03之间，说明平台的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总体来看并不高（见表7-9）。

表7-9　对新闻众筹项目中各定距变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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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研究现象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依存关系的相关方向及其程度进行判断。由于本研究的自变量既包含了发起者类型、报道题材、报道方式等定类变量，也包括了目标筹集资金等定距变量，因此针对定距变量与受支持度之间的相关性，采用Eta平方系数，而对定距变量与受支持度之间的相关性，则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结果如表7-10所示。

表7-10　在新闻众筹项目中各因素与受支持度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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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关显著性置信水平为0.01水平（双尾）。

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与物质回报（Sig.=0.000，Eta平方系数=0.610）、精神回报（Sig.=0.000，Eta平方系数=0.543）、是否有音视频宣传（Sig.=0.006，Eta平方系数=0.228）呈正相关关系，与报道题材（Sig.=0.001，Eta平方系数=-0.341）、目标筹集资金数量（Sig.=0.004，Person相关系数=-0.237）呈负相关关系，与发起者类型（Sig.=0.443）、报道方式（Sig.=0.096）不存在相关关系。由于相关分析是在不考虑其他变量情况下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方向和程度，因此可能会存在虚假相关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这里的因变量为受支持度，属于连续变量，在数据预处理中发现因变量符合正态分布条件，并且与自变量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所以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式进一步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为了检验主要研究假设，这里将发起者类型、报道题材、报道方式、目标筹集资金数量等作为自变量，把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作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起者类型等是否对受支持度产生影响，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7-11所示。

表7-11　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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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R2
 为0.598，调整后的R2
 为0.571。**代表p<0.01，说明这一关系为否的可能性不超过1%。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得出关于受支持度的回归方程：受支持度=0.30+0.18*经济类+0.15*社会民生类+0.33*精神回报+0.40*物质回报。

由表7-11可以看出，在出资人获得的报偿方面，新闻众筹的受支持度与发起者类型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性（Sig.=0.99），因此拒绝假设H1-1
 。在报道题材方面，与文化类相比，经济类、社会民生类的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相对较高（B=0.18，Sig.=0.02；B=0.15，Sig.=0.02），因此假设H1-2
 成立。新闻众筹项目出资人一般都具有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因此这个群体可能更关注经济类新闻，社会民生类新闻因与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受支持度亦较高。而文化类新闻可能由于其时效性、隐秘性不强，相比之下，显得缺乏吸引力。在报道方式方面，深度调查类新闻众筹项目与采访报道类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并无显著性差异（Sig.=0.15），因此拒绝假设H1-3
 。

在回报形式方面，无论是物质回报还是精神回报，均会提升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表7-11：B=0.33，Sig.=0.00；B=0.40，Sig.=0.00）；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H1-4
 ，本研究将物质回报、精神回报中的选项进行重新编码，对应新选项为“两者均无”“仅有物质回报”“仅有精神回报”和“两者均有”（见表7-12），并对其进行多重比较发现，物质回报与精神回报皆备的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平均值，要比相应的“仅有物质回报”“仅有精神回报”“两者均无”项目平均值分别高出0.34、0.41、0.81（表7-12：Sig.均为0.000）（说明：表7-12自变量回报形式是一个定类变量，因此，比较选项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一般采用t检验比较选项之间的均值，例如性别男、女通常这样比较，但这里的回报形式有4个选项，选项之间无大小、顺序差别，因此需要通过多重比较分析，表7-12中Sig.表示是否有显著性差异，Mean Difference则表示两者平均值之差）。这说明，回报越多，受支持度越高。并且在仅有一种回报的情况下，精神回报比物质回报获得的支持度更高，因此假设H1-4
 成立。

表7-12　不同回报形式间的受支持度多重比较结果

[image: 60]


*The mean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t the0.05level.

就费力程度表现而言，表7-11显示，项目目标筹集资金数量（lg）所对应Sig.=0.23，表明项目目标筹集资金数量对受支持度并不会产生影响。这意味着，项目目标筹集金额数量偏大并不会给出资人造成较大心理压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项目并不规定出资人的最低出资额，所以出资多少由出资人自己定。出资人选择是否支持该项目时，自会量力而行。因此假设H2-1
 不成立。表7-13显示，目标筹集资金数量与物质回报的Spearman系数=-0.251，Sig.=0.002，与精神回报的Spearman系数=-0.177，Sig.=0.034，这表明物质回报、精神回报与目标筹集金额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这很可能是造成在回归分析中项目目标筹集金额数量与受支持度间关系与前面相关分析的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表7-13　目标筹集资金数量与物质回报、精神回报之间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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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表7-11显示是否有音视频宣传对受支持度不会产生影响（Sig.=0.17），因此假设H2-2
 不成立，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也不一致，其原因可能为经济类的众筹项目多倾向于用音视频宣传方式推广（见表7-14）。

表7-14　是否有音视频宣传与报道题材之间的交叉列联表分析

[image: 62]


五、结论

总体来说，本研究证实了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与出资人的回报感知有关。H1
 得到证实。不过，用发起者类型、报道方式、报道题材、回报形式来测定回报感知时发现，发起者类型并不会影响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无论是自媒体还是媒体机构都可以在互联网上众筹成功。自媒体人也可以借助众筹平台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与自媒体相比，媒体机构发起的众筹项目并未获得更高支持度。报道方式亦与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无关，新闻众筹项目采用调查报道与采访报道形式并不会影响受支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声称采用调查报道的项目与采用采访报道的项目实际上差别并不大，出资人并不能明确区分二者间的差异，因此在投资决策时，亦不会受太多影响。报道题材与回报形式会影响受支持度。具体来讲，经济、社会民生等亲民题材较文化等题材有更广泛的出资人基础；承诺物质和/或精神回报的新闻众筹项目较未承诺任何回报的新闻众筹项目受到的支持度更高。

H2
 即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与出资人代价感知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假设并未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本研究用来衡量出资人代价感知的两个维度——目标筹款资金数量与是否有音视频宣传——并非出资人主要的考量因素。项目文本自身不显示的一些因素如支付难度程度、监测项目进展便利程度等才是可以指示代价感知的指标。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用户支持新闻众筹项目虽然仍是投资行为，但是由于分摊了资金压力化解了个人感知到的投资压力，因此，代价不再成为影响新闻众筹项目受支持度的因素。正如一个人若投资一个亿元项目就会感受到巨大的资金压力，甚至数额巨大而让出资人望而却步，但是若由一亿人每人出一元来投资一个亿元项目，出资人将感受不到任何压力。由于付出的资金如此之小，亦不会在搜集信息等方面花太多成本。不管怎样，H2
 有待扩大代价感知指标后进一步验证。

根据本研究成果可以推断，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出资人，发起者在项目文本中应该注重回报承诺，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都可以让潜在出资人更有动力参与，提高新闻众筹项目的受支持度。另一方面，报道题材选择要慎重，经济、社会民生等亲民题材有着更广泛的出资人基础，文化类题材受支持度一般较低，要慎选。

总的来看，虽然新闻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受到诸多关注，但这种生产方式距普遍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社会民生类题材受青睐，文化类题材受冷落的现实也证明这种新闻生产方式同样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并非组织化的经济、政治力量，而是非组织化的民众信息偏好力量。

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仍有很多不足。第一，所分析的新闻众筹项目数量偏少。第二，变量仅局限于项目文本所提供的信息。第三，依据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所选定的可能影响因素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而在互联网时代，个体的不少行为选择并非完全基于“成本一定情况下，效用最大化”的前提假设，感情/情绪因素在个体行为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里并未清晰地将投资人的感情/情绪因素考虑在内。上述不足有赖后续研究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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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传媒版权交易研究

版权交易涉及定价，目前国内电视剧版权交易如火如荼，但尚未形成成熟的定价模型。本章第一节尝试用目前可查得的有限数据，分析市场层面上影响国内电视剧价格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音乐版权交易活跃，世界音乐版权交易数据也较完备，本章第二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简单描述当前世界版权贸易的结构。

第一节　国内电视剧版权价格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迅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交易额自2012年起连续三年突破100亿元，交易额增长率上升趋势明显。
[1]

 电视剧产量呈现稳定增长态势，2014年完成并获准发行的电视剧达15983集，电视剧年产量连续12年过万集。
[2]

 不过，国产电视剧年产过剩而积压大量库存的问题比较突出，每年电视剧产量和播出量的比例约为5：3。
[3]

 电视剧产量与播出量间的差距促使制片方寻找更多播出渠道。近些年，快速发展的网络播出渠道无疑给电视剧产业带来利好消息。

自2009年以来，中国电视剧版权价格大幅提高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从业人员及相关研究者认为电视剧版权价格虚高，应控制版权价格，防止价格泡沫的堆积。
[4]

 实际上，依据品质不同，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定价水平和增幅均呈现分化状态。具体来讲，大剧
[5]

 版权方凭借电视剧优质的制作水平处于强势地位，版权买方的激烈竞争和其他社会资本的涌入致使此类剧版权价格偏高。以2015年大剧版权价格为例，省级卫视的购买价格在240万至300万元间，网站的购买价格在300万至350万元间。
[6]

 除大剧外，中国大部分电视剧的制作品质较低，该类电视剧的版权市场表现出买方市场特征，即买方有能力压低版权价格、控制交易条件等。
[7]



无论是中国电视剧版权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目前均缺乏连续、系统的交易价格及交易量等数据。某些电视剧版权采购方虽拥有一套内部使用的价格评估体系，但该价格评估体系缺乏透明性。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尝试分析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市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希望能够为建立科学、透明的电视剧版权价格评估体系做些基础准备工作。

本研究以2005年至2014年间传媒公开披露版权价格的69部国产剧为样本。首先基于现有文献厘清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可能性因素，对可操作性指标进行提取与分类，并通过因子分析对可操作性指标的分类进行印证与细化；其次，验证主因素、可操作性指标与版权价格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到预测版权价格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最后，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力图探究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相关指标如何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以期为国内电视剧版权价格的评估提供参考。

一、研究回顾与研究假设

目前学界在版权价格领域内的研究较为薄弱。现有文献较多集中于描述影视剧版权价格的波动与发展趋势，以及评估版权定价策略，仅有少数学者尝试分析影响版权价格的相关因素。其中，市场因素与政策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影视剧版权价格的最主要因素。

（一）市场因素

有研究者认为“导演”“演员”“档期”“制片方”是影响电影版权经济价值的主要指标
[8]

 ；还有学者曾采用电影或演员获奖或提名数量衡量演员的市场号召力，认为高美誉度的影片能吸引分销商前来购买，更易取得较高的购买价格和电影票房
[9]

 ；另有实证研究证实电影档期与利润间存在相关关系
[10]

 。上述研究成果虽针对的是电影，但亦对本研究有借鉴意义。宋培义等提出了“画面质量”“拍摄难度”“拍摄场合”等会影响纪录片的版权价格
[11]

 ，但该类指标的数据难以采集。吴玉玲等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版权交易评估指标体系，其所提到的“权利性质”“授权平台”“播出方式”及“题材”等指标对本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12]

 ，但该研究并未聚焦在版权价格上，也未对市场供求与市场结构层面做出探析。考虑到实证分析中指标选取的可行性，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导演功力”、“演员演技”（以获奖或提名数量衡量）、“制片机构资质”、“档期”、“权利性质”、“授权平台”、“播出方式”、“题材”作为可能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可操作性指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

H1：与电视剧作品品质相关的“导演功力”“演员演技”“制片机构资质”“档期”“题材”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H2：体现版权排他性的“权利性质”“授权平台”“播出方式”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除上述针对影视作品版权价格的研究结论外，有关一般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理论也对本研究大有裨益。下面就基于一般价格理论文献进一步梳理出影响版权价格的可能性因素。

（1）劳动价值论学派提出的影响价格的部分因素。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他提出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价格围绕价值发生波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此可见，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动态变化以电视剧拍摄、剪辑和各种装配试运转等各工序的社会平均劳动量为基础，但该类因素较为抽象、难以测量。此外，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指出，商品的成本价格是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
[13]

 电视剧的制作需要人、财、物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制作设备与拍摄基地、演员酬劳、剧本购买等。投资额作为衡量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资金，可以有效反映电视剧制作总成本。此外，拍摄天数是制片方管理成本的重要因素，而电视剧集数的设定是实现规模化效益、提高可变投入要素资源利用率的途径。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投资额”“拍摄天数”“集数”可作为反映电视剧制作成本层面的可操作性指标，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H3：衡量成本费用的“投资额”“拍摄天数”和“集数”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2）边际效用学派提出的影响价格波动的部分因素。

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庞巴维克等为代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对商品的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价值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此价值包含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两类，其中主观价值可被视为一类财货对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
[14]

 国内有学者提出，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
[15]

 ，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所具有价值的主观认知影响到价格。此外，部分学者提出影响顾客感知价值的四个维度为产品、价格、购买语境和消费者特征与行为。
[16]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产品现价与过去适应价存在相关关系，若产品现价高于适应价则易导致采购方负面反馈。
[17]

 另有研究者指出采购方的购买意愿与采购价格密切相关。
[18]

 对电视剧版权交易而言，产品、价格、购买语境和消费者特征与行为四个维度都将影响采购方的主观感受，进而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此外，客观价值则可视为一种财货获得某种客观成果的力量或能力，如电视剧播映所吸引的广告收益、收视人群等。考虑到指标选取的可操作性，本研究最终选取“豆瓣评分”作为受众观看后效用的可操作性指标，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

H4：衡量顾客感知价值的“豆瓣评分”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3）供求价格学派提出的影响价格波动的部分因素。

作为均衡价格论的开创者，马歇尔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结合成本论与效用论，形成了均衡价格理论。该理论在经济运行层面分析了供给量和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对供求曲线进行分析，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时的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均衡价格是市场价格动态变化的最终趋势，是供给曲线与价格曲线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电视剧版权市场的年产量和需求量是影响版权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在后期的研究中，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均衡价格建立在供求曲线之上，影响供给曲线的因素有技术、投入品价格、替代品价格、政府政策等，影响需求曲线的因素有平均收入、市场规模、替代物的价格和偏好等。
[19]

 然而，有学者认为价格与影响需求的因素直接相关，故而不能在价格与需求量间建立确切的对应关系，价格与供给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只能反映在需求曲线上。
[20]



就供给方因素来说，考虑到实证分析中指标选取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本研究提取“电视剧年产量”作为可能影响版权价格波动的可操作性指标，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

H5：衡量电视剧供给方因素的“电视剧年产量”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4）影响价格波动的部分宏观经济因素。

一些学者对价格与宏观经济条件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卡莱斯基（Kalecki）指出价格与垄断为正相关关系，并提出定价公式和一些与垄断价格相关的要素，如厂商数量、技术条件、市场进入威胁等，但他并未具体分析上述要素。
[21]

 另有学者指出不同的市场结构会导致传媒组织不同的定价和非价格行为，进而导致不同的经济运行效率。
[22]

 此外，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创新驱动影响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生产体系，但价格波动仅是一种宏观演化理论，更应关注企业在价格决定中的微观作用，以及公司间价格领导演变的中观分析。
[23]

 具体到电视剧版权产业，优质电视剧一直是采购方争相追逐的焦点，该类电视剧的制片方垄断势力较大，对价格具有较强的控制力；然而市场中大量制作水平一般的中小企业则对版权价格的控制力较弱，甚至会按照买方的购买要求妥协。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这里选取的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可能性影响因素为“电视剧资源竞争状况”。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反映供应方市场状况的“制片机构数量”/反映需求方市场状况的“版权获得者数量”，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6：

H6：“电视剧资源竞争状况”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二）政策因素

除上述市场因素外，相关政策的出台对电视剧产业、版权市场的发展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限娱令”让卫视争夺黄金档份额的重心偏向电视剧，对优质资源的激烈争夺导致电视剧单集价格升高；“限广令”导致电视台的广告营收下滑，购剧资金受限；“限外令”让境外剧在国内的播出有了巨大时差，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境外剧版权的引进价格，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制剧的发展；2015年起实施的“一剧两星”政策导致电视台、制片方、演员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但对不受播放内容及时长限制的新媒体平台而言，此次新政的推出会让视频网站成为电视剧播出的补偿平台，同时提高了新媒体播出平台在版权采购中的议价能力。

综上可见，基于现有文献，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与国家政策因素两大方面，由于国家政策方面的因素不易量化分析且具有偶然性，同时这里所分析的时间段内国家政策较为平稳
[24]

 ，故本研究将国家政策因素视为常量，暂不考虑国家政策因素，而是重点分析市场因素与版权价格的关系。出于对数据公开性与易得性的考量，对上述分析中提取的14个可操作性指标及选取原因总结如下（见表8-1）。

表8-1　可操作性指标及选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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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2005—2014年间新闻传媒公开披露的69部国产剧的95条交易记录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以SPSS21.0、AMOS21.0为分析工具，所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数据来源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http://www.sarft.gov.cn）、豆瓣电影（http://movie.douban.com）、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2014腾讯娱乐白皮书》、《2015腾讯娱乐白皮书》、《2014年网络自制剧发展报告》及部分传媒的公开报道。鉴于数据资料有限，现有样本包含大部分2005年至2014年间腾讯视频等采购方公布版权价格的电视剧，并且电视剧采购方以省级卫视和视频网站为主。

在变量选择方面，首先，因变量为某部电视剧单集版权价格，单位为万元，数据来源为《2014腾讯娱乐白皮书》及部分传媒的公开报道。其次，根据文献综述，基于数据公开性和易得性的考量，本研究选取“导演功力”“演员演技”“制片机构资质”“档期”“题材”“豆瓣评分”“制片机构数量/版权获得者数量”“电视剧年产量”“集数”“拍摄天数”“投资额”“权利性质”“授权平台”“播出方式”作为自变量。鉴于变量编码及赋值较为复杂，特作以说明（详见表8-2）。

内容分析编码由两位编码员独立完成，前期随机抽取10条（10%）样本试编码，采用Holsti公式对编码员内和编码员间信度分别进行了检验，编码员内信度为1，编码员间信度为0.96，表示内容分析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8-2　变量描述表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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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及建模结果

（一）对可操作性指标的因子分析及结果

由于个别可操作性指标的指代意义相似，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来提取因子对上述指标的分类加以验证，并判断各主因子与因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对原始数据做KMO（Kaiser-Meyer-Olkin）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见表8-3。KMO值为0.629＞0.6，表明变量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值为0.000，说明能够提取较少因子解释大部分方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8-3　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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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为碎石图，横坐标为因子序号，纵坐标为对应因子的特征值。由碎石图和特征值可见：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构成了陡峭的折线，累计贡献率为70.595%；而后面的特征值均小于1，且曲线平缓，说明提取五个因子是比较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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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碎石图

表8-4为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由此可见，“权利性质”“制片机构数量/版权获得者数量”“授权平台”和“播出方式”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大负荷，说明这四个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归为一类，并解释为版权性质；“投资额”“集数”“豆瓣评分”和“拍摄天数”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大负荷，说明这四个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归为一类，并解释为成本基础；“制作机构资质”和“导演功力”在第三个因子上有较大负荷，说明这两个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归为一类，并解释为作品品质；“题材”“档期”和“电视剧年产量”在第四个因子上有较大负荷，说明这三个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归为一类，并解释为播出选择；“演员演技”在第五个因子上有较大负荷，可被解释为收视号召。

表8-4　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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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根据文献对市场因素指标的最初分组得到了基本印证和进一步细化，本研究将14个可操作性指标分别归纳至“版权性质”“成本基础”“作品品质”“播出选择”与“收视号召”五个主因子中，并以此作为这些指标的分类依据。

（二）对主因子的回归分析及结果

用因变量版权价格（copyright price）对五个主因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本研究数据是否符合线性回归的条件如下。

首先，对主因子间进行多重共线性检测发现，主因子间的容差及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为1，说明主因子间不存在共线性，可以将其纳入模型中。其次，采用平均值加减三倍标准差检测样本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异常值，检测发现无异常值。最后，检验残差独立性，发现Durbin-Waston的值为1.717，偏离于无相关系数2，残差项间存在正相关，仍在可接受范围内。基于以上分析，可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解释主因子与因变量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向后回归的分析方法，得到最佳模型，其调整后的R2为0.407，拟合的方程能解释因变量40.7%的变化；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则认为系数不能同时为零，因变量与全体自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可建立线性方程。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主因子2“成本基础”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四个主因子通过显著性检验，为版权价格的显著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见表8-5，并由表8-5得出模型为：

Copyright price=102.344+31.692Fac1-33.615Fac3+30.580Fac4+16.284Fac5

由非标准化系数B可以判断，版权价格与主因子3“作品品质”的相关强度最大，其次为主因子1“版权性质”、主因子4“播出选择”和主因子5“收视号召”。

表8-5　五个主因子的显著性检验及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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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残差分析来判断模型的合理性（详见图8-2）。由直方图可知，数据大致符合正态分布；由P-P图可见点都围绕在线的周围；散点图说明残差在-2到+2间，可以解释大部分预测值，由此判定本研究的拟合方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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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残差分析结果

（三）市场因素指标与因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及结果

使用点双列相关系数，对权利性质、授权平台、播出方式、制片机构资质与版权价格做相关分析；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对制片机构数量/版权获得者数量、投资额、集数、豆瓣评分、拍摄天数、导演功力、题材、档期、电视剧年产量、演员演技与版权价格做相关分析。以此检验各指标是否会影响版权价格的水平，分析结果详见表8-6。

表8-6　相关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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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在“版权性质”分组中，授权平台、播出方式和权利性质与版权价格间达到显著性相关水平，并且授权平台、播出方式与因变量呈现强相关关系；在“播出选择”分组中，电视剧年产量与版权价格呈现中等相关关系；其他市场因素指标未达到显著性相关水平。

综上所述，研究假设一（H1）、研究假设三（H3）、研究假设四（H4）和研究假设六（H6）被证伪，导演功力、演员演技、制片机构资质、档期、题材、投资额、拍摄天数、集数、豆瓣评分和制片机构数量/版权获得者数量不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研究假设二（H2）、研究假设（H5）得到证实，授权平台、播出方式、电视剧年产量和权利性质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

（四）结构方程建模结果

基于SPSS统计分析结果，本研究使用AMOS21.0对相关分析中与Y版权价格
 显著相关的4个变量（授权平台、播出方式、电视剧年产量和权利性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对使用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建模得到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详见图8-3），以修正指标和相关理论为依据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正，修正的具体过程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根据修正指标，在理论与实务逻辑相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降低了Chi-square、提升了p值，修正后的指标显示模型没有再调整的必要。其二，对模型进行正态性检验和异常值处理，通常p2
 值比p1
 值更能反映出非正态分布的个案
[27]

 ，因此应对Mahalanobis d2
 中p2
 值小于0.05的样本进行剔除，本研究在剔除异常值时每次只删除一个，并逐步检查删除后的p2
 值，由此得到偏度系数均＜1、峰度系数均＜1.6，变量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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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后）

*p＜0.05，***p＜0.001。

本研究对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并与相关拟合度指标的评判标准对比，检验结果表明修正后的模型显示了较好的拟合度，模型的可用性较高（详见表8-7）。

表8-7　修正后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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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其中，C.R.为临界比率值，相当于t值，若t＞1.95，则p＜0.05，检验结果显示其中有两条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值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详见表8-8）。

表8-8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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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本研究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影响单集电视剧版权价格并达到显著性水平的路径有两条（见表8-9）。

表8-9　影响版权价格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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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达到显著性水平的两条路径均为直接效应主导。根据标准化后路径系数大小可知，影响效果由高到低的路径分别为：授权平台→版权价格、电视剧年产量→版权价格。

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文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电视剧版权价格与成本基础、作品品质、收视号召无关

统计结果表明，版权价格与成本基础、作品品质和收视号召三个主因子下的可操作性指标不相关，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与成本基础不相关的原因。

为了回收电视剧成本、提高投资收益率，制片方采取的销售策略有所差异。尤其对投资额较高的电视剧而言，频道组合、多轮售卖便是降低风险、最大化总收益的重要途径，例如新《西游记》、新《三国》、新《红楼梦》等投资额过亿的电视剧在多家地面频道播出后，再由四家省级卫视播出，之后由多家省级卫视或地面频道进行三轮、四轮播出。
[28]

 由此可见，版权收益被分摊至多个播出方，故而版权价格与投资额未通过相关性检验。

电视剧版权多以整部剧集销售，在实际的版权交易中存在捆绑销售和优惠价等定价方式，故而集数与版权价格不相关；另外拍摄天数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如天气状况、演员档期等，故而拍摄天数与版权价格不相关。

豆瓣评分是观众在收看电视剧期间或结束全集观看之后进行的评价。作为后生指标，豆瓣评分在电视剧版权交易时尚未产生，实践中无法作为影响版权价格的参考指标，故而豆瓣评分与版权价格不具有相关性。另外，此结果可能是播出方在购买版权前对市场的预估期待值与实际观众评价差异较大，或是播出方只顾经济利益、忽视观众感受所致。

（2）与作品品质、收视号召不相关的原因。

版权价格与导演和演员的获奖或提名数量即导演功力和演员演技、制作机构资质无关，说明中国电视剧市场中定价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会受到一些市场之外的行政力量或人情因素的影响。譬如，在国家指令下生产的电视剧，可能价格较高，或是定价受到买卖双方私人关系的影响，可凭借人情卖出较高价格等
[29]

 。从市场角度而言，导演、演员等具有号召力的因素并未成为制片方有效的营销手段。

（二）电视剧版权价格与版权性质、播出选择相关

（1）与版权性质强相关的原因。

“版权性质”主因子与版权价格的相关性最高，市场因素指标中的“授权平台”“播出方式”与版权价格强相关，“权利性质”与版权价格中等程度相关，即选择首轮、电视、联合播出的电视剧价格更高，然而“制片机构数量/版权获得者数量”与版权价格不相关。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与新媒体相比，省级卫视的传播力、影响力大，且拥有更多的购剧经费，故而电视播出权价格更高；一般电视剧不具有重复观看的意义，首轮播映可获取更多的注意力资源，故而首轮播出权价格更高；卫视或视频网站形成的购剧联盟是竞争性联盟，由于各购剧单位的覆盖范围都是全国，竞争性较强，故而联合购剧会导致更高的版权价格。

2015年之前是卫视“首四家”播出时代，视频网站实施电视剧独家播出战略，版权获得者的数量较为固定，制片机构数量的增长缓慢，电视剧资源的市场竞争状况稳定，故而该变量与版权价格间的相关性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2）与播出选择相关的原因。

“播出选择”主因子与版权价格的相关性较高，市场因素指标中的“电视剧年产量”与版权价格中等程度相关，“题材”和“档期”与版权价格不相关，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电视剧年产量与版权价格相关的可能原因在于：近年来，随着制作机构数量与电视剧年产量的增多，可供播出的电视剧资源分布更加分散，电视剧资源的市场集中度较低，电视剧播出方只能投入大量资金购买热门资源。

目前，每年电视剧生产的题材中，除当代题材占较高比例，其他题材占比较低且较为平均。2014年电视剧发行许可中，15类题材的电视剧占总体集数的比例均在2%以下，5类题材的电视剧占总体集数的比例在3%至8%之间
[30]

 ，故而省级卫视采购的电视剧题材也较为平均。另外，播出与自身品牌形象相契合的电视剧成为省级卫视提高受众忠诚度的重要举措，差异化的品牌形象使得各卫视的购剧倾向不同，不同题材的电视剧分流至不同的播出方。尽管电视剧题材可能受到政策影响，如为纪念抗战胜利须播出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等，但本研究样本中革命题材剧较少，可忽略政策影响。

电视剧的播出档期与版权价格无关，原因在于同一档期内电视剧对播出方的价值较为稳定。同一档电视剧的播出时段可能横跨数月，但这些月份内该时段的广告刊例价较为稳定，由此可以佐证同一档电视剧的播出时间不会影响电视剧版权价格。另外，由于电视剧在播出时吸引的受众数量、受众结构较为固定，故而该电视剧对电视台的价值较为稳定。

（三）电视剧版权价格的影响机制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电视剧版权价格与授权平台、播出方式、电视剧年产量、权利性质显著相关，其影响路径为：授权平台→版权价格、电视剧年产量→版权价格。

（1）授权平台→版权价格。

研究结果显示，授权平台与版权价格间达到正向强相关
[31]

 （相关系数为0.528）关系，并且该路径是当前研究范围中对版权价格影响力最大的一条路径（标准化后路径系数为0.730），即表明制片方将电视剧销售给省级卫视的版权价格高于销售给新媒体平台的价格。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省级卫视拥有更多的电视观众；其二，省级卫视凭借较多的资金支持在竞争优质电视剧资源、首轮独家播放权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以电视台为例，2015年电视台广告收入规模将突破1293亿元，五年内复合增长率达13.7%，电视剧所带来的广告收入占85%以上。
[32]



（2）电视剧年产量→版权价格。

研究结果显示，电视剧年产量与版权价格间体现出中等程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1），该路径的影响力较强（标准化后路径系数分别为0.531）。其影响机制可具体表述为：当电视剧年产量较多的时候，在电视剧资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分摊到每部电视剧的资源相应减少，尤其在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等方面的利用率会下降。以大型制作公司为例，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仅有一两部，大部分电视剧的市场表现平淡。因此，优质电视剧或达到播出水准的电视剧数量下降，电视剧版权的价格则有所升高。

由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买方市场垄断压低版权价格，行业内没有统一的版权价格评估体系，版权价格受到非理性因素影响。因此，建议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版权价格评估体系、规范版权交易规则，以市场因素为主导，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电视剧生产制作环节，实现电视剧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电视剧作品的品质与播出水准。

（四）研究不足与后续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数据（如“版权价格”的部分数据、第一导演的获奖量和第一主演的获奖量）来自新闻媒体的公开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研究的准确性。不过，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回归方程的解释度为0.407，结构模型的解释度为0.579，已在有效范围内。第二，基于定量研究本身的局限，对一些可操作性差的指标以及未提及的潜在指标未做统计分析。第三，若研究者对电视版权交易实践有更多体验与观察，就可对数据分析结果有更深入的解读。上述不足有赖后继研究加以克服。

第二节　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分析
[33]



联合国2016年3月10日发布的《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2004—2013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且大批电影和音乐消费者转向网络相关服务，但是2013年全球文化产品贸易总额仍达到2128亿美元，几乎是2004年贸易额的两倍。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虽然已不再是文化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但依然是这类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文化产品出口在增长。中国2013年文化产品出口总值达601亿美元，高出排名第二的美国279亿美元一倍多，成为全球文化产品的最大出口国。
[34]

 该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文化产业贸易不仅体量庞大，而且其结构正处于不断调整中。

音乐版权贸易是文化产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全球音乐录制产品创造收入149.7亿美元，数字音乐产业创造收入68.5亿美元。
[35]

 为描述世界音乐市场贸易结构，这里拟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分析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音乐版权贸易关系网络，深度挖掘音乐产业的全球贸易格局演进过程。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音乐版权贸易数据（出口数据）全部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该数据库包含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贸易数据，逾10亿条数据记录。该数据库由联合国统计署创建，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型资源库。这里选用的是依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简称SITC）筛选出的所有音乐版权贸易数据
[36]

 ，年份跨度为2008—2014年，在此时段中，又以3年为间隔，选择了2008年、2011年、2014年的数据来观察各个观测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给出的国家和地区编码，这里涉及的经济体（即国家和地区）共有293个，其中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单独的经济体参与分析。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既包含出口数据，也包含进口数据。然而由于各国数据统计口径差异，A国对B国的出口金额和B国对A国的进口金额可能不相等，为了避免这一问题，这里采用各经济体的出口数据进行分析。

这里利用UCINET6软件对所有音乐版权贸易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并利用该软件自带的Netdraw工具构建贸易网络结构图。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本研究将各年的音乐版权贸易数据分别构建为三个293×293阶矩阵，矩阵中每个“点”表示所在行对应的经济体对所在列对应的经济体的出口金额。

其次，将这三个初始矩阵作二值化处理，即转换为0-1矩阵。若一个点不为零，则表明行经济体对列经济体存在出口贸易，因此记为“1”，否则记为“0”。二值矩阵的好处在于分析简单，但不同经济体之间贸易规模的差异被忽略。为了减少贸易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构建了另外两种提高标准的二值矩阵。以5000美元作为标准，即出口金额小于5000美元记为“0”，大于等于5000美元记为“1”。以10000美元作为标准，即出口金额小于10000美元记为“0”，大于等于10000美元记为“1”。在下文中，除作特别说明采用哪种标准金额进行二值化处理外，其余分析一律采用以0为标准的二值矩阵。

最后，在二值化处理后，对二值矩阵进行对称化处理，将其转换为无向度的对称二值矩阵。有向度的矩阵能够反映贸易流向，但为了简化分析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整体网中的地位，主要采用的是无向度矩阵，采用最大值法对称化处理，即只要A国对B国有出口，不管B国是否对A国出口，都记为“1”，反之亦然，只有在A国对B国无出口且B国对A国也没有出口的情况下，才会记为“0”。

在本研究中，“点”表示贸易网络中的各个经济体，“关系”则表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情况，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构建为无向度的0-1矩阵。

二、全球音乐版权贸易整体网络分析

基于对2008年、2011年、2014年全球音乐版权贸易数据所完成的社会网络分析，本部分首先做出这三年的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图。随后为了考察贸易网络中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及是否出现前述文献中所描述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据绝大部分市场的垄断情况，分别从网络密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以及边缘-核心关系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贸易结构图

对2008年、2011年及2014年三年以10000美元为标准的0-1矩阵进行可视化处理，可分别作出以下贸易结构图（见图8-4、图8-5、图8-6）。越靠近中心位置的经济体，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越复杂；越靠近边缘位置的经济体，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越简单。

根据图8-4、图8-5、图8-6，总体上看，各大洲国家的分布情况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国家大多为欧洲国家，还有少部分亚洲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中国内地等。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以及经济相对低迷的欧洲国家（如受到债务危机影响的希腊等）还有新兴市场中发展较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如马来西亚、泰国等）。而位于结构图外围的国家多为非洲国家和不发达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如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这一情况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与引力模型所得结论一致，即经济体量越大，发达程度越高的国家，在音乐产品市场的贸易规模越大。对比2008年、2011年及2014年这三年的数据，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使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是全球格局并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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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2008年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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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2011年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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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2014年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结构图

（二）网络密度

密度（density）反映了各个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总体而言，整体网的密度越大，表明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该网络对其中行动者的态度、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越大。整体网的密度等于“实际关系数”除以“理论上的最大关系数”。由表8-10可以看出，2008—2014年，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加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全球音乐版权贸易产生持久的影响。互联网的飞跃式发展和新媒体成果的进步，从技术上促进了各国贸易流动，缩短了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距离，根据贸易引力定律，随着贸易距离的缩短，各国的贸易更加频繁。

表8-10　全球音乐版权贸易整体网的密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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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常用来说明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和节点对整体网的影响。

（1）点的度数中心度分析。

本研究中，点的绝对中心度就是指一个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贸易关系的条数。在分析点的中心度时，采用非对称初始矩阵计算相对点出度，该指标越大，表明该经济体对应的贸易关联经济体数量越多（见表8-11）。

表8-11　中心度最大的20个经济体及其相对点度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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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8-11可知，在所考察的三年中，中国内地和德国始终处在中心度第一、第二的位置，说明这两个经济体的音乐版权贸易范围较广，贸易伙伴关系较广泛。

尽管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创造能力不是很强，但下述因素可能有助于其形成较广的贸易范围：第一，中国内地经济体量巨大，既是亚非拉国家的积极战略合作者，又是发达国家的加工工厂，在全球贸易中存在着长期的贸易顺差，拥有庞大的贸易网络；第二，中国内地音乐版权产品价格较低，民谣、民族乐器作品种类繁多，在世界贸易中有一定的市场。

德国音乐版权贸易范围广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近年来德国的对外进出口总额一直在攀升，2014年外贸出口总额创造了该国有史以来进出口贸易额最高纪录。
[37]

 第二，德国有享誉国际的古典音乐产业，我们所熟知的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作品都源于德国。第三，德国的唱片公司发展强劲，20世纪全球最大的唱片集团——环球唱片，就是由德国DG唱片公司与荷兰Phonogram（荷兰Philips唱片公司）联合组建的，传媒集团贝塔斯曼也是在德国发家的。同时，索尼音乐德国分公司、华纳德国分公司、百代唱片德国分公司等唱片巨头的存在也显示了德国音乐制品的强劲地位。

日本中心度在这几年间不断下降。这与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有关，也可能与2011年春日本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有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些年来，马来西亚通过建立自贸区等多种措施成功发展多方贸易伙伴关系，音乐产业的竞争力有所加强。

在中心度居前二十的经济体中，欧洲经济体居多，其次是亚洲经济体。中心度跻身前二十的亚洲国家或地区虽然少于欧洲，但是其正在追赶欧洲经济体，有望将来在世界音乐市场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心度居前二十的美洲（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体一直都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墨西哥在世界音乐版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值得关注。目前没有非洲国家跻身中心度前二十行列，这说明非洲国家的音乐版权贸易发展滞后，本土音乐竞争力不够强。

（2）图的度数中心势分析。

图的度数中心势探讨的是一个贸易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向某个经济体集中的趋势。由表8-12可知，2008年和2014年的网络中心势基本相近，2014年的网络中心势较2008年高一些，2011年相较2008年和2014年网络中心势更高。因此，本书认为全球音乐产业贸易网络并没有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演进趋势。之所以如此，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欧美发达国家仍为主导，新出现的强大贸易体（如中国内地）也成为中心，却并没有减缓中心化趋势，而且能够产生足够影响力的新兴国家寥寥无几。从产业层面来说，几大唱片巨头的垄断地位牢固，占有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表8-12　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网络中心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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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间中心性分析

1992年，博特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在国际贸易分析中，某些经济体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而必须通过第三个经济体才能建立贸易联系，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空洞，那么就认为这第三个经济体占据了一个结构洞。应用到贸易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体占据了贸易的重要位置，如重要的交易港口、重要资源集散地等，那么该经济体占据了为其他经济体贸易搭桥的位置。

（1）点的中间中心度分析。

美国社会学家林顿·弗里曼（1997）提出了中间性（betweenness）概念，它测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交往，用的是相对中间中心度。

由表8-13可知，美国这几年来一直处于最强“控制者”地位，并且其中间中心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伸而下滑。结合度数中心势分析可知，美国音乐版权贸易体量庞大，同时作为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其贸易枢纽的功能确实是无可替代的。

此外，中国内地的中间性地位不断上升，2008年排第五位，2011年排第四位，2014年排第二位，与此同时伴随着2014年中国香港的中间性地位大幅下滑。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中间性地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中国内地的贸易不断开放，中国香港贸易枢纽的功能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伙伴与中国内地直接进行贸易。中国内地无论是从本土音乐版权出口还是贸易枢纽作用上来看，都在逐步成为亚洲市场甚至世界市场新的领头羊。

表8-13　中间中心度最大的20个经济体及其相对中间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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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中心度更多反映出某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贸易的控制，南非作为非洲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本土音乐产业竞争力不强，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伙伴少，但却是非洲地区音乐版权贸易的枢纽。由此可见，自身没有强大出口能力的经济体，可能在全球音乐贸易网络中发挥着小团体之间的桥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音乐版权贸易的流向。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韩即使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其本土音乐版权产品也在世界范围具有竞争力，但地理位置、国家面积等因素削弱了其中间中心度。

（2）图的中间中心势分析。

某个贸易网络的群体中介性指标越高，说明这一网络被个别经济体垄断的可能性就越高，处于这个节点的经济体可以利用其位置上的优势，操控信息和利益。由表8-14可知，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网络的中间中心势在减弱。随着贸易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纷纷签署多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消除此前因技术和制度造成的贸易壁垒，同时国际组织不断加强对贸易全球化的推进，因此更多的经济体之间开始构建贸易渠道，跨过原有的中间经济体。这与密度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各个经济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表8-14　全球音乐版权贸易网络中间中心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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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心-边缘分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资本主义是基本内核，其结构特征是“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的这一层次性结构由三个位置组成：处于核心（core）地区的西方世界、半边缘（semi-periphery）地区和处于边缘（periphery）地区的第三世界。贸易网络中常常用到核心-边缘模型，依据同网络中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将贸易网络中的各个经济体划分为贸易核心区、半边缘区以及边缘区。

这里采用的是连续的核心-边缘模型，即通过每个点的核心度（coreness）来划分不同经济体。在界定边缘-核心经济体划分时，将核心度作为划分依据，核心度大于0.1的经济体被认为属于核心区，核心度在0.01~0.1的经济体被认为属于半边缘区，核心度小于0.01的经济体被认为属于边缘区。

由表8-15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心区经济体数量减少，半边缘区经济体数量略有增加。音乐市场上出现的产品因其承载的文化内容的特殊性而呈现出多元化倾向，音乐版权贸易多边市场竞争加剧。处于核心区的经济体可能面临新的冲击和挑战，导致其核心度下降，贸易规模或相对权力降低。

表8-15　核心区、半边缘区及边缘区的经济体数量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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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8-16，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德国、美国、韩国在这几年里一直处于核心区，并且中国内地的核心度始终排在第一位。日本和韩国虽然没有优越的贸易位置，但由于其自身的音乐产业已相当成熟，所以一直处于核心区位置。近年来，随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贸易政策的支持，马来西亚从2011年起跻身核心区。

表8-16　各年份核心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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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就全球音乐版权贸易整体网来看，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音乐版权贸易市场中各个经济体的紧密程度加强，但是“去中心”趋势尚未形成。同时，更多的经济体之间开始构建贸易渠道，摆脱原有中间经济体的操控。核心区经济体数量减少，半边缘区经济体数量略有增加。

就各个经济体层面而言，欧洲经济体贸易仍然强势，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打破这一局势。美国在这几年来一直处于最强贸易“控制者”地位。有的经济体自身没有强大出口能力，但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发挥着小团体之间的桥梁作用，南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日本和韩国一直处于全球贸易的核心区位置，本土音乐版权产品出口能力强，但是其贸易枢纽地位较弱。马来西亚是亚洲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成功跻身核心区，出口能力有显著提升。

就中国内地而言，中国内地在全球音乐版权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庞大的贸易网络，是重要的贸易枢纽，且处于核心区位置。中国内地要继续保持在全球贸易中的领先地位，一方面要加强音乐产业的升级改造，紧跟世界潮流，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互惠措施等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各个经济体的贸易伙伴关系。

本研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所采用的简化方式虽方便了数据操作，但亦缩小了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造成本研究的不足。此缺陷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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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音著协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及影响研究
[1]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于1992年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2004年《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颁布意味着著作权集体管理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2008年之后，国内其他四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简称音集协）、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简称文著协）、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简称中摄权协）、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简称影著协）相继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中国版权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必要审视其对版权行业的影响。

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著协以“服务全体会员，服务广大音乐著作权人，服务各类音乐使用者”为定位，在积极推进中国音乐著作权保护事业的进程中功不可没。音著协2014年工作回顾显示，该组织“制度建设更务实高效”，“费用分配更公开透明”，“服务模式更贴心便捷”，“诉讼维权更坚定有力”
[2]

 。尽管音著协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积极发挥着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巨大作用，但有关其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亦客观存在。本专题研究聚焦音著协，尝试回答下述问题：音著协在相关市场中是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其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其行为对生产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音著协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

相关市场界定是进行音著协支配地位判定的起点。音著协所处的相关市场为中国内地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市场。在此相关市场内，音著协并非唯一的经营者。在实践中，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代理业务和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很难清晰地进行划分。著作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著作权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授权，造成了我国音乐著作权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音乐著作权公司，如版权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出版社等，它们只是在法律上不能声称自己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但实际上从事着与音著协同样的版权交易业务。
[3]

 在此情况下，音著协是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呢？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市场支配地位”一词，在美国称为“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在日本称为“垄断状态”，在中国台湾地区称为“独占”。
[4]

 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都通过“市场份额”这一指标来判定市场支配地位。除了“市场份额”这一指标外，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要求考虑其他因素。这里以中国《反垄断法》为基础，参考其他各国的司法实践，用“市场份额”“经营者实力”“著作权人的依赖程度”“使用人的依赖程度”“市场壁垒”这五个指标来判定音著协的市场支配地位。

（一）从市场份额来看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份额可以通过会员数目和授权作品数量看出。
[5]

 2014年底，音著协会员总数达到7700人，其中58.54%为曲作家，37.35%为词作家，3.21%为继承人，0.82%为出版者；音著协共拥有34.6万余首中国内地的音乐作品，其中原创作品287140首，影视作品47697首，改编作品6479首，填词作品4845首。由于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国版权年鉴》以及音著协都没有提供音乐著作权人版权服务市场的整体数据，如中国音乐著作权人总数、历年来自愿登记版权的音乐作品总数等，因此这里无法自行估算音著协的市场份额，只能借鉴他人研究进行推断。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音著协拥有相关市场上超过90%以上的音乐作品的授权
[6]

 ，已经超出我国《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标准，音著协因此具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在2013年的“ICT产业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时任音著协副总干事的刘平在论坛上表示：音著协的国内会员已经超过7000人，基本涵盖国内知名音乐作者；从使用者角度，跨国联合企业、大型商场、超市、四五星级酒店，都实现了守法经营，自觉缴纳著作权使用费。刘平的发言说明了音著协在相关市场上确实能做到较大的市场份额。综合这两个引证，这里可以推定音著协在相关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已超过50%。

（二）从经营者实力看

音著协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在财务上受到国家版权局的监管。音著协声称与国家版权局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往来，不接受国家的拨款，人员编制上也排除了公职人员。
[7]

 事实上，国家行政机关还是为音著协开了方便之门，例如音著协可以不经过协商，绕过音乐作品使用者，制定许可费率。
[8]

 得此之便，《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和《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都未举行过价格听证会，便通过施行。由此可见，音乐作品使用者与音著协之间缺乏公平合理的定价协商机制，这导致使用者无法对音著协的定价行为进行干预，不能对抗音著协的权力滥用和价格垄断。2008年，昆明市200余家酒店联合质疑音著协的收费标准，但音著协并未做出公开让步。使用者与音著协此类博弈行为的结果亦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音著协拥有强大的行政司法资源，具有足够的市场推广能力，能够强有力地实施垄断性经营战略。

（三）从音乐著作权人的依赖程度看

在音乐著作权人的版权集体管理市场上，虽然存在的版权代理公司、唱片公司、音乐出版社等各类著作权代理机构与音著协的业务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并且国家版权局也不能设置实质性障碍来限制此类代理机构的存在，但音乐著作权人还是无法摆脱对音著协的依赖。原因在于遇到版权纠纷时，上述各类版权代理公司没有为著作权人维权的合法身份。2015年12月，深圳市声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无锡市侨生娱乐有限公司侵犯作品复制权、表演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认定原告未经批准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驳回其上诉。
[9]

 知名的音乐著作权人可以进行个人著作权授权，找专门公司为其运作，以获得更高收益；不知名的音乐权利人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成本进行个人维权，只能依附于音著协，获得大打折扣的收益。

（四）从音乐使用人的依赖程度看

音著协的音乐作品库在国内市场上是最充足的。音著协于1994年加入了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简称CISAC）。在联合会的桥梁作用下，音著协与50多个境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合作，进行相互授权，拥有充足的外文歌曲库，音著协的中文歌曲库也已达到610万余首。大体量的使用者，如电视台、百度音乐等，通过一揽子许可，即可使用歌曲库内所有歌曲，而不用与著作权人一一洽谈，因此与音著协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中小用户质疑一揽子许可会增大其版权支出，但如果从其他非法集体管理组织处获取版权，或者使用盗版音乐，一旦被音著协诉讼就会面临赔偿，因此不得不与音著协维持上下游关系。

（五）从市场壁垒看

无论是贝恩等人开创的结构主义传统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把规模经济视为进入壁垒的基本形式，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0]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事着双边市场属性的业务，具有网络外部性，明显需要规模经济效益。词曲作家加入得越多，维系集体管理组织运营所需的人均成本就越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越多的作品授权，就越能吸引作品使用者。“各国的正、反面经验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相当程度的垄断性，以求得工作的有效性。”
[11]

 一定程度的规模效应可以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运行效率：集体管理组织能够对分散的音乐作品集中管理，能够降低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信息收集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以及事后的监督成本等。
[12]

 这也是英美词曲集体管理市场经过多年的竞争后，都有了稳定的寡头垄断结构的原因，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简称ASCAP）和英国表演权协会（Performing Right Society，简称PRS）都能既提供高效的服务又保持很低的管理费。新的市场进入者很有可能掉入恶性循环中：由于会员少规模小，很难吸引作品使用者，许可费收入低导致会员收益低，新进入者的会员数又会下降，最终难以为继。
[13]



我国音乐人著作权集体管理市场还存在着严格的政策性壁垒。我国行政部门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进入采取核准制。申请人需要向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由行政部门决定是否批准。政策性壁垒中的从业资格限制也较为严格。如新进入者的发起人不低于50人，要具有全国性的市场覆盖能力，不得与在位厂商业务上有交叉或重合，也拒绝外资进入。此外，法律还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是非营利组织，否则将被取缔并没收所得。政府将音乐词曲著作权交易市场控制成一个零利润的行业，这就更难吸引新的进入者。

综上可见，音著协不仅在中国内地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市场上拥有大于50%的市场份额，且经营实力较强，对音乐著作权使用人和著作权人的控制力等都较强。这些因素综合说明，音著协能够控制相关市场的交易条件，影响上下游的竞争。

二、音著协的反竞争行为

判定了音著协在相关市场上的市场支配地位后，接下来将分析音著协在反竞争行为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除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还包括实施垄断协议，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行为，但这些行为都间接由市场支配地位所造成，因此未纳入本书的讨论范围。

市场支配地位并不一定会受到禁止，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则一定会被禁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列举了如下几种行为：不合理的收费、价格歧视、掠夺性定价、拒绝出售、搭售等。这些行为通常都能造成降低经济效率、削弱和排斥竞争、提高垄断地位的反竞争效果，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中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列举了7种法律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指南》则列举了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知识产权、拒绝许可知识产权、涉及知识产权的搭售、涉及知识产权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涉及知识产权的差别待遇等5种行为。这里参考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将音著协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简要列举如下。

（一）独占性授权

从各国实践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会建立一种授权关系，包括委托和信托两种模式。委托是一种非独占性授权，音乐著作权人将部分著作权权利委托给音著协后，依然享有对自己作品的管理和处理权。信托是一种独占性授权，信托的作品财产权会从著作权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一旦信托关系成立，著作权人就不再享有作品的财产权，无法支配作品的使用方式。音著协通常会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倾向于要求音乐著作权人对其进行独占性授权。音乐著作权人入会时，需要和音著协签署《音乐著作权合同》，合同要求将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广播权、复制权等以信托的方式交由协会管理，这些权利即成为独立财产，音乐著作权人不得干涉。信托关系剥夺了音乐著作权人的话语权与竞争能力，损害了音乐著作权人的权益。
[14]



（二）以不公平的价格许可作品

知识产权的生产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创作者数量稀少且创作成本高，然而一旦知识产权被生产出来，就能以很低的成本复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15]

 因此知识产权售卖时一般不采用成本定价法，而是以使用者因使用该知识产权而获得的效用进行定价。有学者利用经济学模型得出：“当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设立的许可费，和许可费使用者使用所有库存音乐所能获得的效益相等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就能最适度地开发市场力量。”
[16]

 因此，著作权许可费天然带有协商属性，使用者的话语权应当得到尊重。

在音乐作品使用人与音著协的交易过程中，恰恰缺乏更公平合理的许可费协商机制。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著作权管理组织应当根据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的使用费收取标准，与使用者约定收取使用费的具体数额”。使用费收取标准则是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报备给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而确定下来的，并且审批过程缺少听证程序，著作权人、著作权使用人以及相关行业代表都没有发言权，相关利益方的公平交易权受损。
[17]



音乐作品使用人不仅在使用费标准的审批环节没有发言权，而且无法获得法律救济。使用费标准的审批在法律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音著协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获得法律救济。而音乐作品使用人如果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和《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有异议，却无法获得法律救济。因为在上述“支付报酬暂行办法”或“许可使用费标准”的审批阶段，使用人和音著协之间尚未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而使用人如果是在和音著协签订合同时产生异议，由于合同尚未签订，双方也无实际上的权利义务约束，音乐作品使用人还是不能通过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18]



（三）针对中小用户的搭售行为

将众多音乐著作权人委托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音乐作品集合在一起，就形成对外销售的作品库。作品库中的作品对外出售使用权，著作权使用者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许可费。当著作权使用者向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申请作品使用许可时，将会出现两种购买需求：一是个性化许可，著作权使用者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集体管理组织作品库中的一部分进行许可购买；二是一揽子许可，即著作权使用者购买作品库中的全部作品。一揽子许可的许可方式更有利于降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超级用户的成本，而个性化许可则更符合中小用户的需求。但音著协并不向中小用户提供个性化许可方式，中小用户只能在购买自己所需歌曲的同时，为作品库中的其他音乐作品付费，这种行为即构成搭售。
[19]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音著协采取搭售行为会损害音乐使用人的自主选择权。

（四）不透明的许可费分配

许可费分配机制决定了音著协与音乐著作权人的利益分配。英美各国同行常使用的分配方法是通过调研和测量，估计每首歌被使用的频率，然后将估计的使用频率代入一套著作权分配公式，计算出每位著作权人的实际收入。如美国的ASCAP和BMI通过广播数据系统（radio data system，简称RDS）获取音乐作品的使用频率
[20]

 ，虽然这只是一种抽样调查方法，但处于竞争状态的ASCAP和BMI都会尽量做到精确和公平，以此吸引音乐著作权人的加入。
[21]



而音著协只是将许可费收费标准公开透明地标注在官网上，对所得收益的分配方式却一直语焉不详。音著协自称，收益分配明细清单会寄给会员权利人。然而，音著协寄给著作权人的版税通知单上，也只是标明了给付金额而无使用明细。
[22]



除了分配方式不透明外，分配歧视也使音著协饱受诟病。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常都会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会员支付更多的使用费。知名歌曲、流行歌曲具有正向外部性，它们提高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知名度，对作品库内其他歌曲的售卖也起到了带动作用，但这种外部性很难精确测算。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司法部允许ASCAP在分配使用费时，在一定程度上向贡献更大的会员倾斜。而音著协在分配使用费时，并没有显著地优待一线词曲作家
[23]

 ，反而是谁能闹就给谁多一些
[24]

 。

在市场机制下，著作权人可以比较不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费分配政策，自由选择；但在国内市场，音乐著作权人只能接受音著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状。不透明的版权分配制度和原因不明的分配歧视，损害了音乐著作权人的知情权，增大了彼此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音乐著作权人对音著协的监督。

（五）建立市场联合

除上述反竞争行为外，音著协还通过纵向市场联合与横向市场联系，削弱购买者的议价能力。譬如2002年，音著协与中国移动达成合作，要求移动下属的手机上网平台——移动梦网中的内容提供商，都必须从音著协获取著作权使用许可，这实质上导致所有的手机铃声服务商都必须从音著协获取授权，而没有其他获取授权选择。
[25]

 再如音著协和音集协统一规定了KTV的收费标准，这相当于一个“价格联盟”。2007年以前，音著协负责向KTV收取使用费；2007年以后，音集协接管了KTV的全部缴费业务，音著协获得音集协所得收益20%的分成。
[26]

 两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联合，进一步削弱了KTV经营者的议价能力。

三、音著协反竞争行为对“效率目标”的损害

音著协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采取的反竞争行为对“效率目标”造成的损害可从消费者福利的减少、收入转移以及低效率这三方面进行阐述，前两点围绕“配置效率”议题，与“生产效率”议题互为补充。

（一）音著协造成的消费者福利减少

垄断者通常会通过抬高价格、减少供给或降低服务，来剥夺消费者剩余，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27]

 事实证明，境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音著协签约后，就可以利用音著协的市场支配地位向中国内地的音乐作品使用者索要高额许可费，降低音著协服务对象之一——音乐作品使用者的福利。

音著协在1994年5月加入了国际作者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CISAC）。截至2016年，协会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了互相代表协议。由于国内版权市场仍较为羸弱，2015年数据显示，音著协的中文音乐作品数据库（DIVA）中大多数为中国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的作品（84%），只有少数是音著协的作品（6%）。2015年，音著协分配给境外协会的著作权使用费占全年可供分配收入的30%。音著协代理境外协会作品，索要许可费，并以收入30%的比例给付，显然，境外协会利用音著协扩大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效果。这种局面损害了内地音乐作品使用人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选择更为低价的境外作品，而只能通过音著协获得授权，此种状况剥夺了消费者剩余。

（二）音著协内部的收入转移

经营者借助行政力量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后，从消费者处获得了超额利润。该收益可能转向企业所有者，在账面上形成较高的企业利润；超额利润还可能转向垄断企业的员工，表现为较高工资与福利。音著协是非营利性质的团体法人，因此企业的利润率在账面上为零。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经营者的产品价格由成本和利润两个部分组成，经营者的账面利润为零，不代表经营者不存在实际利润。因此，收入转移并不直接表现为经营者账面上利润的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成本的无谓增加。
[28]



音著协管理的是私有知识产权，但是常常被渲染成维护弱小的公益组织。
[29]

 音著协“庇护”众多个人词曲作家，仅仅是出于“著作权集体管理”这一业务自身具有的网络外部性及双边市场属性，并非出于社会公益。事实上，音著协远未如自称的那般大力促进了词曲作家的收益。根据音著协官网提供的数据，在2015年，音著协8034名个人会员共分得17060万元许可收入中的30%，个人会员人均著作权年收入扣除约17%的管理费，后仅为5287元。根据音著协在招聘网站上的招聘公告
[30]

 ，音著协工作人员约50人，将2015年协会扣除的管理费分摊到每位工作人员上，却每人每年高达58万元。而在更复杂的风险管理领域如保险业，中国保监会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保险业的业务及管理费仅占原保险保费收入的13.7%。

（三）音著协的低效率

音著协在广播权收费一事中的作为可谓低效率。2001年的《著作权法》就要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应当为音乐作品的使用付费。
[31]

 然而音著协方面动静不大。对于这种不作为，音著协工作人员解释为由免费到收费很难，由于“多种因素交织”而无法向广电系统收费。
[32]

 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相关付酬标准。
[33]

 2010年，音著协才开始向广播电台、电视台收取录音制品播放费用。从法律认可到真正获得收益，足足走了9年。

音著协成立十多年来主要任务是为词曲作家收取版权许可费，从而支持他们继续创作，但现实是以写歌、写词为生的著作权人只能从音著协获取微薄的收入。ASCAP在2009年收取的著作权使用费已高达9.9亿美元，其中8.6亿美元用于会员分配。
[34]

 而音著协2014年的总收入才达到1.37亿元人民币。中国无线音乐市场，2011年收益300亿元，音著协获得收益是30万元，只是其十万分之一。由此可见，音著协并未有效地发展国内的音乐版权市场，却让词曲作家的利益不断受损。从全球各地音乐著作权使用费占GDP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音乐著作权市场的开发程度非常低，此与音著协的低效率不无关系。

四、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音乐产业链中，生产-销售-消费依然是最基本的三个环节，音著协处于中间的销售环节。其将零散的词曲著作权统一管理，并通过打包的方式售卖给作品使用者，提供“词曲版权集体管理”服务。

从“市场份额”“经营者实力”“著作权人的依赖程度”“使用人的依赖程度”“市场壁垒”五个指标可以确定音著协在相关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

垄断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反竞争行为。不过我们发现，音著协存在独占性授权、以不公平的价格收取费用并以不透明的方式分配收入达成了价格垄断、向中小用户搭售产品等反竞争行为。

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采用了反竞争行为后，并不必然接受反垄断法的制裁，因其行为未必会造成反竞争的后果。但我们发现，音著协的反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收入转移、低效率。

“中国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
[35]

 ，“制止行政垄断是中国反垄断法一个极其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36]

 在纠正音著协基于行政垄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时，我国可以借鉴采用半行政半竞争机制的欧洲国家的经验，知其垄断而制垄断。如德国卡特尔局早在1960年就将国内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德国音乐作品演出权与机械复制权协会（GEMA）划为垄断企业，方便了司法机关对其进行监管。
[37]

 总之，要想限制或者避免音著协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带来的消极后果，只能不断完善著作权法和反垄断法，从法律上和制度上限制音著协的行为，以促进中国音乐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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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访谈实录

访谈一：互联网时代新闻作品如何维权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金海军教授


访谈时间：2016年4月20日，星期三



访谈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访谈者：丁汉青



被访谈者：金海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访谈整理者：王军



访谈者：
 近年来，中国报业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读者越来越少且日趋老龄化；广告收入呈断崖式下滑；报业多元化业务虽有发展，但远远弥补不了发行和广告收入下滑所带来的损失；数字化报业的盈利模式和发展路径依旧处于探索过程中……面对上述情况，报业不断尝试寻找新的出路。近几年，报业开始越来越重视版权资源的变现。

但目前报业面临的版权环境并不乐观：一方面，网络复制转载简单方便，成本极低，且不容易被发现，网络侵权转载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即使侵权盗版被发现，版权诉讼成本过高、赔偿金额过低导致了版权方常选择沉默。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想围绕“中国版权管理制度发展状况”“新闻聚合的著作权法问题”“新闻作品如何维权”等方面对您做个访谈。我们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法律层面上如何理解“版权”“版权管理制度”。



金海军：
 版权管理制度是以著作权法为基础，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管理手段等来提高市场效率。“版权”，实际上叫“著作权”。之所以叫“版权”，主要是中国当时将“版权”概念从日本引进的时候没有区分清楚。目前“版权”之所以广泛被称呼，可能是因为叫起来比较直接、比较通俗；但从专业的法律概念而言，著作权才是更规范的称呼。其对应的英文名称为“copyright”。“版权”一词最初是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日本后来并没有使用“版权”这个词，而是采用了“著作权”这个称谓。目前，日本法律、机构等名称基本都采用“著作权”。其实，关于“版权”概念，在中国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的时候，就争论过到底采用“版权”还是“著作权”，最后压倒性的意见是采用“著作权”，但同时《著作权法》也有专门条款注明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这说明当时的政界、学术界在“版权”“著作权”术语的使用方面就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现在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以英美为首的海洋法系称“copyright”为“版权”；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有的称其为“著作权”，还有的称其为“作者权”。之所以应当称为“著作权”，其理由主要有：其一，中国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应当采用“著作权”；其二，版权最初的权利仅限于复制权，即copy的权利，但现在的著作权体系中，除了复制权外，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权利，比如中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作者享有的权利达17项之多，因此，“著作权”这个概念更为宽泛。

著作权，从历史角度来看，最初主要指出版权、复制权。比如1710年英国《安妮女王法令》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它实际上是对以往英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一种纠正。当时英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特别严苛，旨在保护君主的统治，从而创设了出版者特权，但这部法律明确给予作者一定的权利，规定出版商经过14年专有出版之后，必须将出版的权利归还给作者。这就衍生出了现代著作权的概念。尽管该法诞生于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但促进了人们版权观念的崛起，人们开始意识到出版的权利应当属于作者。而在欧洲大陆，著作权制度的产生更多是基于自然权利的观念。比如黑格尔等人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属于自然权利。后来出版权的范围越来越大，比如权利保护的对象越来越多，保护时间越来越长，在这背后，更多的是技术与产业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

关于著作权法，中国《著作权法》是采取详细列举各项权利的方式，而像美国、欧洲的很多国家，并不会一一列举。因为很多列举的权利其实是建立在复制权的基础上的，因此美国《版权法》只列举了六种权利，并且主要就是财产权。当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大陆法系比较重视著作人身权的保护，而英美法系在以前则没有人身权利的保护，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在法律中规定有关著作人身权的保护。


访谈者：美国的《版权法》如何保护作者的版权？



金海军：
 现在我们提及著作权，一般都会想到美国，主要是因为它的版权产业规模大。其实，美国一开始对版权保护是不怎么重视的。早期它对著作权的保护程度远不如欧洲国家的水平高。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为了保护其海外的著作权，于1988年正式加入了目前世界上版权保护相对最完善、水平最高的《伯尔尼公约》。《伯尔尼公约》是1886年制定的，美国是100多年后才加入的，主要是因为有两条标准没有达到：一个是自动保护原则，另外一个是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版权保护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文化水平直接相关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处于相对低的位置，则倾向于程度较低的版权保护，以方便国外资源更多流向本国，进而方便合法地使用先进文化的成果。这和中国近年来版权保护制度类似。早期中国的《著作权法》制定及修订，更多是受到国际上的压力，比如：1990年《著作权法》的制定，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压力；2000年第一次修订《著作权法》，主要是为了加入WTO，必须符合TRIPS协定的要求；2010年第二次修订，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中美知识产权WTO争端案”中部分败诉，故重点对《著作权法》第四条做出调整。而2012年启动的第三次修订，更多是基于自身产业发展的需求，由于中国版权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著作权法》的修订也从外部压力型转向了内部需求型。


访谈者：如何保障《著作权法》的修订能够真正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呢？



金海军：
 如何利用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的机会，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需要仔细斟酌。例如，在此次第三次修订草案中，关于增设“追续权”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论。根据追续权，以国画为例，假如以前售出价格为1万元，现在拍卖价格增值到100万元，那么作者就能主张从增值的部分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之所以在此次修订案中准备加入该条款，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书画拍卖市场发展特别迅速，立法者希望通过保护追续权，来维护艺术家的权益。但同时有学者认为，追续权只会增加政府的执行成本，因为该权利只能针对公开拍卖的行为，对于私下交易的行为则无能为力。此外，美国的法学和经济学家兰德斯、波斯纳曾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法律中规定著作人身权、追续权的保护，可能并不会对作者的创作活动起到激励作用。


访谈者：最近“今日头条”与传统媒体间的版权冲突较为突出。像“今日头条”这样的聚合类新闻客户端是否涉嫌侵权？它们的行为是否适用避风港原则？



金海军：
 现有《著作权法》基本涵盖了传统的出版业。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数字出版业的发展，现有《著作权法》的确面临冲击。第一次冲击是随着新闻门户网站而出现的。当时，新浪、网易等未经许可转载纸媒新闻作品的问题引起广泛的讨论。目前，这些问题基本上通过《著作权法》、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解决掉了。对这类问题目前一致的看法是，传统报刊转载其他报刊信息时，不需要事先向原始报刊和作者征得许可，但是须事后按规定的标准付费，这就是所谓的著作权“法定许可”。而网站转载，比如新浪转载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不适用“法定许可”。所以，新浪等网站需要事先跟传统报刊签署相关协议，才能在其网站进行转载。第二次冲击随着移动新闻客户端发展而出现。其带来的问题也就是目前“今日头条”等带来的新闻聚合问题。当然，如果“今日头条”等移动新闻客户端构成网络服务提供商而非网络内容提供商，是可以主张免除责任的避风港原则的。

关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需要厘清新闻作品和新闻标题、导语之间的关系。因为目前通过新闻搜索呈现出来的基本就是新闻标题和导语，而这部分是否有著作权，存在争议。其实，按照著作权法理论，应当倾向于认为其没有著作权。因为这部分可能仅仅是一个基本事实，而著作权法并不保护事实，只保护对事实的表达。而且，对事实的表达，如果只有一种或有限的表达，那么，这样的表达也不受保护。因此，受著作权保护的表达必须超越基本事实。比如说，现行《著作权法》第五条就明确规定，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不包括“时事新闻”。当然，该法条所指的仅仅是事实还是新闻，并未明确界定清楚。

同时，《著作权法》关于信息内容是否属于“作品”以及是否构成侵权，一个重要的判断是有无“独创性”。判断“独创性”的重要前提是，不同的人关于这些要素的选择和编排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现在新闻行业感到困惑的是，现行《著作权法》很难去保护新闻标题。但新闻阅读成为一种快速消费，读者可能只会阅读新闻标题和导语，而不会去点击“原文链接”，由此导致新闻标题成为原始新闻的替代性产品，从而对新闻业造成冲击。目前来看，围绕聚合类新闻客户端的法律争议仍在讨论中，聚合类新闻客户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新媒体的出现是否导致传统媒体的阅读量减少？上述问题都需要客观实证数据的支撑。


访谈者：目前国外如何考量新闻聚合类信息的著作权问题？



金海军：
 关于新闻聚合类信息，欧洲大陆倾向于保护著作者，即倾向于保护传统媒体这一方。最典型的是西班牙，甚至立法规定网络公司需要为新闻聚合付费。这项立法也导致Google News直接放弃了西班牙市场，不再提供西班牙文的新闻搜索服务。而在美国，从目前判例来看，它倾向于保护新闻聚合，即倾向于保护技术创新这一方。Google图书馆案也反映出美国的这种倾向。在Google图书馆案件中，Google要把全世界的图书全部扫描，然后通过让用户搜索的形式，使受著作权保护的图书内容可以一条一条地呈现出来。按照欧洲法律或中国法律，该行为会被判定为侵权；但美国法院判决Google胜诉，其理由是它属于合理使用。不过最近有个个别案例，如“美联社诉融文案”（AP v.Meltwater），法院判决原告美联社胜诉，似乎又体现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

什么是合理使用制度？中国《著作权法》采用列举的形式，在第二十二条中详细列举了12种情形；而美国法律则只是设定了4个要素，即利用行为之目的和性质、被利用作品的性质、所利用的部分在整个作品中所占的比例、利用的结果对于被利用作品的潜在市场价值的影响，然后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根据这四个要素进行综合判断，确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关于新闻聚合问题，若主张其技术进步性、社会公益性，则需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来平衡版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其实，新闻聚合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各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如何平衡著作者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能找到一个平衡点，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我的看法是，在处理新闻聚合问题时，《著作权法》首先要明确保护范围，该保护的必须保护。虽然在实践中，著作权人可以选择放弃某些受保护的权利，比如某些媒体为了上“今日头条”，可以主动放弃收费，但不能因此否认主张著作权的正当性。其次，需要界定清楚权利保护的条件，即什么情况下属于受保护的范围，什么情况下不属于受保护的范围，这些在法律条文中必须明确界定清楚。

目前我国的立法基本属于部门立法，立法除缺乏实证依据支撑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基于部门间的利益博弈，部门所制定的法律一定偏向于本部门。这实际上是中国目前整个立法层面都存在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寻找第三方做一些专门的研究，适当地做些调整，从而更好地协调各利益方的关系。


访谈者：根据目前国内的判决情况，中国是更倾向于保护内容一方还是技术一方？



金海军：
 目前的基本判断是，中国著作权规则层面，主要倾向于保护著作权人，即内容一方；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维权的成本较高、诉讼过程中投入的精力较多等，导致著作权人的利益经常被损害。比如《新京报》起诉浙江在线侵权案，其主张侵权的有7706篇文章，而法院要求原告需要按每篇文章来立案，即需要分成7000多个案件。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因素，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权利人在诉讼策略上存在问题。实际上《新京报》可以先拿出十篇去诉讼，然后依据判决结果再去找侵权方进行谈判。诉讼的目的在于确立一个依据与标准，双方可以基于这项判决而达成和解，或者达成下一步的许可，进而节约双方的交易成本。此外，我国著作权案件的实际赔偿金额较低，不足以遏制侵权行为。现在知识产权领域可能会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这个制度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待考察。整体而言，在我国法律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纵容了侵权事件的发生。至于说《著作权法》是保护内容方还是技术方，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基本观点是，既要保护著作权，但同时要给技术创新留出发展空间。

从美国的版权判例来看，判决结果基本呈现曲折上升的过程。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录影机案件中，法院判处索尼公司不构成帮助侵权，当时确立了技术中立的规则，理由是索尼所提供的工具是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的。互联网时代，法院在Napster案件中倾向于保护内容一方，再后来避风港原则的出现则倾向于保护技术一方。

目前我国关于著作权案件的处理，基本是通过立法途径来落实的，但下一步，我希望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在案例裁判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借鉴意义。观察国内著作权判例的路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行的指导性案例，目前已经发了十一批，它希望通过具体的实际判例，在全国起到一个示范作用；第二个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现在是每月一期，《公报》中刊登有一些相关案例。


访谈者：在《新京报》起诉浙江在线侵权案中，法院要求原告一篇侵权文章立一个案，这一要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金海军：
 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一篇文章要立一个案，但法院这样处理也没有错。不过，这样做违法了诉讼经济原则。如果《新京报》真的立7000多个案子起诉就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许，法院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引导报社拿少量侵权文章起诉，然后再依据判决结果去找侵权方私下谈判，以便达到最终降低法院工作压力的目的。


访谈者：您觉得，中国的法官在实际司法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灵活性，可以弥补目前这种法律体系中的不足？



金海军：
 严格来讲，中国法官可能找到一点点空间，但是非常有限，与美国法官的灵活性远远不能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因为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体系中，法官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判例法中，法官会担心误判案件，这将变成他个人的责任。而在中国，法官是严格按照法律裁判的，哪怕判决结果不太公平，但法官这样判决是没有错的。

访谈二：版权管理模式应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执法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丛立先教授


访谈时间：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



访谈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综合教学楼



访谈者：丁汉青



受访者：丛立先（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访谈整理者：许文谦



访谈者：自2000年以来，传媒的版权意识有没有变化？



丛立先：
 2000年之前，版权一直被视为出版物的附属品，出版单位在遭遇大规模盗版后才会处理与版权相关的事宜；2000年左右，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出版集团在很多省份纷纷成立，它们借鉴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运作。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版单位的版权意识逐渐提高，具体表现在出版合同中添加相关权利的转让条款等方面。


访谈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新闻作品版权得到重视？



丛立先：
 新闻作品的版权受到重视与传媒自身的定位有一定关系。先前的新闻出版单位都是国家事业单位，经营意识较差。自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一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了转企改制，经营意识、版权意识得到加强，很多报社开始和记者签署著作权合同、发布版权声明等。近年来，新媒体蓬勃发展，对知识产权的争夺日益激烈，传统媒体遭遇广告收益的大幅下滑，故而也开始注重自身的版权管理和经营。


访谈者：现在传统媒体呼吁新闻作品版权保护的声音很大但动力不足，原因是什么？



丛立先：
 第一，我国的新闻传媒过于看重社会效益中的政治效应，忽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第二，现有干部选拔、任命、考核体系缺少著作权运营方面的指标。很多领导干部的著作权意识较低，将著作权置于运营的边缘地位，并未意识到高级生态的新闻出版业实质是版权运营。此外也较缺乏高水平的版权管理专业人士，无法对版权进行有效管理。第三，尽管一些领导干部有版权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没有管理团队将项目落地。


访谈者：政府对传媒的管理方式是否应有所转变？



丛立先：
 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传媒管理方式，现有的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时代和产业的发展。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是线性的，当时的管理方式是可以在信源或信道上阻断某些信息的传播，从而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就像用钳子掐住某一环节，信息就无法继续流通。然而现在的众媒体时代具有类似神经末梢的发达的网状传播结构，先前的管理方式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以出版业为例，政府通过财政拨款、书号垄断等政策对传统媒体的发展有一定支持和保护，一些中西部的出版社仍然依靠垄断资源（书号销售）创收。随着互联网商业化的速度加快、覆盖面扩大、应用增多，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媒体造成很大冲击，在网状的传播模式下，网络用户可通过多渠道获取内容资源，久而久之，新闻出版业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弱，出版业的式微会进一步导致书籍阅读率下降、低俗快餐文化流行等。

因而，政府部门应转变管理模式，首先需要建立明晰的标准与规则，以使市场主体知晓并遵守相关标准和规则。其次将事前审批（选题审批、内容审读等）转变为事后重罚，将事前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执法过程，可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


访谈者：传媒管理体制对传媒的版权管理工作是否有所影响？



丛立先：
 从版权运作的流程来看，传媒管理体制主要影响版权生产与开发环节。一方面，版权生产与开发的好坏与传媒管理体制有一定关系，一些跟市场接轨更好的传媒具备较高水平的版权生产与开发能力。另一方面，版权生产与开发水平与版权作品审批机制相关。目前我国的审批机制较为严格，审核标准保守、落后、不清晰，从而影响了产业创新力。以电影产业为例，从创作层面来看，电影版权资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越与众不同、越具有创新点的电影作品，其版权价值越高。优秀作品的创作者大多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然而较为严格的管理体制抑制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热情，从而进一步影响版权资源。因而，相关管理机构应征求各年龄层编剧、导演等群体意见，制定细则化的电影审核评估标准。


访谈者：法律上如何界定“今日头条”等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新闻聚合行为？



丛立先：
 在现有著作权法律体系的规则下，检视“今日头条”等移动端媒体是否侵犯著作权，可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是聚合的内容，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在事实基础上进行挖掘、分析和评论的新闻作品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对于视频等其他类型的聚合也要检视其内容是否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二是侵权的标准。此类聚合平台作为网络内容服务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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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内容产品的传播者，需要遵守《著作权法》关于传播作品的规则。如果网络媒体（包括微信公众号在内）未经许可转载了其他媒介（包括传统媒体和各种新媒体）的著作权作品，就要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

“今日头条”等技术公司的目标是做成上市公司，其核心问题是该公司发展有无法律风险，未来的成长点是否有问题。它们已认识到著作权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主动与版权所有者展开著作权谈判，并提高自己生产内容的能力。


访谈者：现有著作权法律体系是否可以有效解决数字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



丛立先：
 我国《著作权法》这一基本法由于长时间没有修订，目前已落后于产业发展的需要；但我国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此外，一些司法解释和平常的司法实践活动能动性比较强，经常会出台一些新的规则指导实践活动。因而，这些规章制度的补充还是基本能够解决新传播环境中著作权问题的。

新中国的《著作权法》于1990年制定，1991年实施。《著作权法》制定之初，按照我国立法习惯而采用大陆法系，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便与德国、日本有很大关系；但是该法的具体细则融合了英美法系的一些规则。从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基本法、条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来看，该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糅合的结果。此外，两大法系本身在著作权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如美国在实行判例法的同时，也颁布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成文法典。


访谈者：避风港原则如何使用？



丛立先：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已经明确引入避风港原则。避风港原则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相关条件必须全部满足才能进入避风港。对于是否构成侵权要看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中的“非法提供作品”的标准，避风港原则并非判断侵权的标准，而是侵权例外的抗辩原则。技术中立原则也如此，也是从反向说的侵权例外原则。它们强调的是侵权责任的例外，即在符合技术中立原则或者避风港原则所要求的条件时，可以构成侵权责任的例外，属于被告的抗辩原则，该类原则的设立旨在维护提供纯技术类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搜索引擎等。


访谈者：中国著作权法律体系是否倾向于支持互联网的发展？



丛立先：
 不能说制度设计上有意支持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之间寻求一个基本的平衡。从现实来看，我国《著作权法》很落后，已经远远滞后于版权产业发展的需求。从与相关法律的横向比较可以对此略见一斑。《商标法》于2013年完成第三次修订；《专利法》于2008年完成第三次修订，现在第四次修改草案已经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对知识产权法的调整比较频繁，其规则更新速度之快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我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制定、1991年实施以来，2001年曾对该法有过系统性修改，主要解决了当时互联网条件下的著作权问题；2010年第二次修改该法定位于“小改”，仅仅删去了第四条第一款，明确了作品登记制度和著作权质押登记部门；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修订尚未完成。


访谈者：现行著作权制度有哪些突出问题？会对传媒产业发展造成哪些影响？



丛立先：
 现在的《著作权法》有很多地方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由此导致新媒体、新兴产业发展灵活，利用法律没有调整的空档期野蛮式发展，这恰恰对传统出版业不利。以网络环境下的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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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例，网络媒体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作品，对传媒产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导致媒体间竞争的不公平。网络媒体已经和传统媒体融为一体。未来的媒体形式，应是各种媒体充分竞争、市场秩序井然的众媒体共存形态。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仅仅适用于传统报刊，已大大脱离实际需要，必然造成媒体间竞争混乱，也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其二，影响媒体的传播效率。网络媒体海量传播作品的特点，使得网络媒体需要传播大量作品以满足传播效率的要求。如果这时候还要求网络媒体点对点地逐一取得授权，既不可行也不可能，大大违背了互联网时代媒体传播规律，必然大大降低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效率。

其三，造成普遍性违法。网络媒体数量庞大，网络媒体转载作品普遍是未授权、不付费的放任状态。这显然是法律中常说的“普遍性违法”以致“法不责众”的情况。其实，这种“普遍性违法”违反的是不合时宜的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法理学上所讲的“恶法”。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检讨一下制度的科学性并做出适时的调整呢？

我认为，应将报刊间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扩展到网络新媒体，建立符合报刊与网络间的复合法定许可制度。这样，网络媒体可以名正言顺地转载作品，同时能实实在在地履行应有的法定义务，保障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和获酬权等权利。

除了修改完善《著作权法》的规定之外，为了具备切实的可操作性，还应建立和完善两个机制：一是法定许可费用收取机制。建立高效顺畅的著作权法定许可费用收取机制来解决网络媒体海量使用、高速传播的现实问题。应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制定转载规则，规定计酬标准和付酬周期。只要是权利人和使用者自愿加入该机制，就应该遵守相应的制度。二是责任追究机制和惩罚机制。网络媒体如果违反转载摘编“法定许可”的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其他不利后果，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未来《著作权法》如果建立了报刊、网络媒体之间的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还要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落实这一制度，真正保障众媒体间转载摘编大产业中著作权人的权益。

随着互联网内容传播产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如果我国将原有的扶持报刊媒体的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扩展到网络媒体，必将对我国网络媒体发展壮大并提升国际竞争力发挥制度支撑作用。显然，在保障我国著作权人署名权、获酬权等重要权益的前提之下，网络媒体基于这一制度优势更有可能成为实力更加强大的媒体巨头，将目前我国网络媒体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态势真正转化为胜势。

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这类有助于产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可能输出到其他国家。在制度输出方面以往有先例，例如欧洲将著作权的保护期从50年提高到70年后，美国也将著作权保护期提高到70年。其调整原因在于：欧洲出于对著作权人及其后代的保护与照顾，而提高著作权保护期；美国注意到一些拥有版权资源的公司为了扩展保护期而流向欧洲，带走了大量的税收，故而美国出于自身产业利益的考量，也延长了保护期。


访谈者：您认为如何解决著作权交易过程中所出现的交易价格较低、流程复杂等问题？



丛立先：
 首先应从法律上为交易机制创造条件，为著作权交易制定良好的规则，提供著作权交易的通道。其次，积极搭建著作权交易的平台。一是搭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机构平台，该类平台能够帮助使用者找到著作权人等。此外还要防止该类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使著作权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二是由技术服务公司搭建技术平台。最后，通过司法实践和行政执法为著作权交易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规则标准，促进交易并保障交易。

访谈三：著作权领域的立法应符合传媒发展需要

——访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3]




访谈时间：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访谈地点：北京市朝阳区



访谈者：王军、许文谦



受访者：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访谈整理者：许文谦



访谈者：贵单位一般会为出版社提供哪些法律服务？



受访者：
 律所为出版社提供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服务内容主要有：其一，日常法律顾问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审核、修改、起草合同等法律文书，针对出版社员工的法律培训，就可能有法律风险的事项做法律论证，发律师函、律师声明等。其二，专项法律事务。如出版社改制、重组、股权投资、拆迁安置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其三，诉讼法律事务。如著作权人与出版社间的诉讼、出版社与侵权方的诉讼等。

由于出版社是以著作权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因而在其法律服务中版权业务相对突出，但日常法律顾问服务、专项法律事务不仅仅局限于版权法律业务的范围。


访谈者：出版社图书版权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受访者：
 出版社图书版权一方面直接来源于作者，另一方面来源于与文化公司的合作。

出版社与出版社间会有一些版权交易合作，但比例较少。其原因在于：作者在选择出版社的时候会考虑到资质、规模、品牌等因素，他们不希望将中文简体字版的作品由签约的出版社转授给其他出版社出版。一般的图书出版合同中也会约定，出版社不得将出版中文简体版的权利转售给第三方。


访谈者：贵单位处理的图书版权诉讼中有哪些常见的版权纠纷？



受访者：
 目前，最常见的版权纠纷是作者与出版社间关于作品剽窃的纠纷，但近几年，出版社与出版社间的版权纠纷诉讼也非常多，例如有一些作者一稿二投，由于作者对出版社的授权不清而引发文集与单行册方面的纠纷等。其中，出版社间的纠纷主要集中在翻译作品方面，由于外方权利人与中国出版社在著作权领域存在操作上的差异，外方权利人将版权作品的不同版本或版次授予中国不同的出版社，有可能中国出版社会找到同一个译者，或者后面的译者看过之前的译本，进而导致两个版本间的内容改变不多，或翻译风格存在相似之处，此类译著很可能被鉴定为抄袭。目前来看，此类纠纷比较多，并且集中于教材类图书，索赔额非常大。所以在寻找译者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让阅读过之前译本的译者进行翻译工作。

此外，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也比较多，很多出版社在主张此领域的维权。出版社的图书在互联网上未经许可而传播，会导致图书实体销量的减少，进而对出版社收益造成一定影响。面对此种情况，出版社会发布版权声明，并监控重点产品的非法传播情况；律所会发律师函要求侵权方下架，之后会与其沟通赔偿处理等事宜，若不能协商处理侵权事宜，则采取诉讼措施。


访谈者：出版社与作者的版权协议通常包括哪些内容？



受访者：
 律所为出版社制定的图书出版合同中包括：其一，以图书形式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分为中文简体字版、中文繁体字版和外文版；其二，音像制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其三，电子出版物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其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供互联网出版和数字出版使用。此外，很多出版社也将改编权、汇编权约定在合同中。从现有情况看，著作权中的大部分财产权会约定在合同范本中，但在实际签约时，作者会排除掉一些，这些约定在合同范本中的权利不一定都能签下来。很多时候出版社与作者会签订补充条款，会将出版合同版本中作者不愿意授予的权利用补充条款的形式予以排除。

此外，版权合同会约定，以图书形式（中文简体）出版的权利须由签约的出版社行使，合同中授予的其他权利可以由出版社自行行使，也可授权第三方或授权第三方再转授他人行使。


访谈者：国内出版社的版权保护力度如何？侵权现象是否严重？



受访者：
 我认为随着《著作权法》在出版社、作者间的普及，各方的版权保护意识在逐年提高。五年前，很少有国内出版社或者作者会主动维权，出版社与出版社间的纠纷也很少见；近三年，大部分出版社设立了维权部门，不断打击盗版、寻找侵权产品并主动维权。现在市场上的盗版图书很多，主要是教辅类图书的盗版。


访谈者：在图书版权的输出方面，是否遇到境外的侵权纠纷？



受访者：
 就我个人而言，还未遇到过外国出版公司侵犯中国图书著作权的纠纷案。现在出版社都在努力向外输出自身的图书作品，我国政府针对国内作品的版权输出还有一定的资助。


访谈者：如何发现盗版或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



受访者：
 渠道一，出版社会事先评估某本书的销量，当某段时间内该图书的销量减少，出版社会推断市场上可能出现盗版情况，并会到周边的图书批发市场去核查，一旦找到盗版则会通过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刑事手段立刻维权。渠道二，作者会关注自己的图书。作者发现市场上的一些图书有错误或版本与自己的图书不一致时，会立刻向出版社反映。渠道三，通过读者反馈也可以发现盗版。有的读者购买盗版书后，发现盗版书中有一些错误，会向出版社反映。渠道四，图书的责任编辑会持续关注该书的出版情况，很多互联网渠道的侵权是由责任编辑发现的。渠道五，出版社维权部门会在一些网站搜索重点产品，若发现不是出版社授权的商家在售卖该书，出版社会出面维权，并向相关网站投诉。

互联网领域的侵权并不隐蔽，但由于一些网站的主体太混乱，网站的公司名称与其在相关行政机关备案的主体不一致，故而出版社在公证之后向侵权方主张自身权利会因为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而产生困难。


访谈者：出版社在图书著作权方面常会遇到哪些困难？



受访者：
 其一，著作权很复杂，其财产权有十三项，每一项权益范围边界不是特别明确、具体，现在版权作品的应用形式非常多，有时很难确定出版社的应用形式是否已包含在作者的授权范围之内。其二，著作权授权制度十分复杂，层层授权让出版社很难找到权利的初始来源，例如出版社在出版汇编作品时，常常会找不到原作者，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般不会受理非会员的版权交易。其三，出版社的著作权意识还有待提高，在一些以出版社为主的作品创作上，可以将此类作品的著作权约定归于出版社。例如出版社针对某一主题委托创作作品时，大多只会跟作者签署五到十年的合同，但此类情况类似于法人作品，是可以根据《著作权法》关于委托创作合同的规定，约定著作权归属于出版社的。


访谈者：图书版权诉讼中的判赔额情况如何？



受访者：
 文字作品侵权方面，在协商、调解失败的情况下，法院会判决停止侵权方继续出版发行该图书，并赔礼道歉，给予原告一些经济赔偿及合理开支。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根据图书的销量、作者知名度等若干因素来衡量赔偿金额。就我代理的案件，一般判赔的标准是每千字500元，但也有高于这个标准的。在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我认为这个数额对出版社和作者而言还是比较合理的。

面对一些很明确的抄袭案件，作者会自己来维权，这样出版社便无须聘请律师维权，不会有过多的诉讼成本。现在法院的判赔标准一般高于出版社给予作者的稿酬，但一些盗版印刷厂或印刷公司的判赔额是难以弥补出版社损失的。

我认为，出版社维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市场、打击盗版、促进图书销售，其次考虑的才是赔偿。目前，只要复制印刷超过一千册盗版图书就可以刑事举报，但出版社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民事手段来维权的。


访谈者：图书版权保护在立法、司法、执法层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受访者：
 在立法层面，其一，我认为目前司法和实践中对思想和表达的界定仍不清楚，这对影视领域有重要影响。例如在琼瑶和于正案件中就涉及思想和表达的判断问题，建议立法能予以明确。其二，改编权的范畴如何确定，哪些情况属于合理改编，哪些情况属于歪曲、篡改了作品，建议立法能予以明确。其三，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出版权、数字复制权等概念的界定不明确，现实操作中存在混用、乱用的情况，法律上的不明确会导致授权协议中约定的不明确，进而在实际操作中不知如何适用，建议立法能对前述概念予以明确。

在司法层面，著作权领域的纠纷到法院后都能够很快处理，一般在六个月内；北京市关于著作权的判例较为清晰。在执法层面，出版社到文化执法大队反映盗版问题，能得到积极回应；作者诉出版社侵权的，侵权的出版社能很快向作者支付判赔额。



注释


[1]
 亦有学者认为，在聚合类新闻客户端到底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还是网络内容提供商这个问题上，仍存在争议。


[2]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间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制度。该制度规定，报刊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那么，该“法定许可”制度是否可延伸至网络媒体呢？根据2012年版最终司法解释可知，微信公众号等一众网络媒体不适用于“法定许可”制度，还必须按照“授权-付费”模式转载作品，否则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当然，这里所说的“侵权责任”一般是由公众号的使用者或经营者（内容发布者）来承担，而非由公众号平台来承担。腾讯作为微信平台提供者，是技术服务性质的网络平台提供方，一般不需要承担传播内容所造成的著作权侵权责任。


[3]
 本访谈应受访者要求做匿名处理。


附录二：案例篇

案例一：移动客户端版权管理实践案例

——以“一点资讯”为例

“一点资讯”是一款融合搜索与个性化推荐技术的新闻客户端。有消息称2015年2月10日凤凰新媒体再次增加对Particle公司旗下“一点资讯”的战略投资，最终凤凰新媒体对Particle公司的持股比例达到46.9%。此外，“一点资讯”还与小米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小米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上将预装“一点资讯”客户端。至此，“一点资讯”凭借技术优势，构建起与渠道方（小米）与内容资讯方（凤凰新媒体）强强联合的战略格局。2016年6月，有报道称，据“一点资讯”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有6万多家自媒体账号入驻其旗下自媒体平台“一点号”。

“一点资讯”不仅是内容获取入口，也是创作平台。作为平台方，其采取如下措施管理旗下自媒体的版权。

一、版权生产与开发

（一）借助“内容供需榜”为自媒体人创作提供方向，指导创作者针对用户定制内容

“一点资讯”通过任意关键字“搜索+订阅”模式，可以发现用户内容需求是否被满足，并根据内容库和用户需求画像的匹配定期发布“内容供需榜”。方便生产者了解消费需求，以“用户导向”思维取代“生产者导向”思维。

（二）激励自媒体生产版权作品

作者是版权生产的智慧之源。“一点资讯”激励作者生产版权作品的手段有两个：一是实行广告收益分成的“一点不留”策略，即将所有内文页广告收益全部返还作者。二是针对优秀作者的月度扶植计划——“点金计划”。“点金计划”于2016年初推出，通过邀请与申请的方式针对符合要求的优秀自媒体实施该计划。入选“点金计划”的自媒体应符合如下标准。

（1）基本要求：入驻“一点资讯”自媒体平台超过30天，近1个月无违规记录。

（2）原创度：账号的文章原创度达到60%以上。

（3）垂直度：账号的文章垂直度应该达到80%以上。

（4）活跃度：发文不低于15篇/月。

（5）发文形式：账号的发文形式分为首发、手发和同步三种。优先选择首发文章的账号入选“点金计划”，其次是手发，最后是同步。

（6）文章数据：账号发布文章的平均点击量和点击率不得低于该领域账号的平均值。

二、版权作品的展示——区分质量，重点推介

首先，严格筛选和审查内容源，并依据科学系统的推送策略曝光和推荐优质内容；其次，建立版权库，并将一部分符合标准的文章打上“独家”“首发”的标记，且在收益补贴上对此类作者和作品倾斜。

三、版权保护——建立奖惩机制，用技术手段保护原创

首先，建立投诉和申诉机制。采用限制文章曝光和减少补贴收益甚至永久封号等手段制约、惩戒经平台核实确实存在剽窃侵权行为的自媒体账号。

其次，用技术手段识别侵权行为。“一点资讯”开发的兴趣引擎除可精准捕捉用户阅读兴趣外，还可对全网内容进行精准画像。利用已经开发出并在小流量测试的一套“算法识别原创度系统”，依靠“人工+技术”的方式来保护原创。

案例点评

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手机上网比例不断增长，台式电脑、笔记本、平板电脑的上网比例则呈下降趋势。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0.1%，较2014年底增长了4.3个百分点，其中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18.5%，较2014年底提升了3.2个百分点。
[1]

 移动终端已成为民众与信息之间最重要的“触点”。此现实亦构成“一点资讯”等移动客户端最有利的外部生态。

网络与数字技术对信息生产、呈现、维护方式的影响已不可阻挡。传统媒体与“一点资讯”等充分发挥网络与数字技术优势的移动客户端在版权管理上相比有如下差异。

（1）移动客户端可以利用技术优势，更精确地洞察用户需求，引导版权生产者以“用户导向”思维从事生产；而传统媒体囿于惯性，仍多以“生产者导向”思维从事生产。

（2）移动客户端可以网聚海量内容，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传统媒体则倾向于用最大众化的产品满足具有最大公约数的需求。

（3）移动客户端可以在版权作品受欢迎程度（譬如用阅读量衡量）与作者收益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用更直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原创者；而传统媒体虽也可能在薪酬体系中将作品转载量等纳入考核计酬体系，但是作品受欢迎程度与所获薪酬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直接，对作品生产者的激励作用并不特别显著。

（4）移动客户端利用技术优势，可以更直接地完成版权作品推介与版权作品保护；传统媒体自身并不拥有监测版权作品流向的技术，在侵害事件频发的现实环境中，往往需要外购技术打造自己的版权监测系统或是将版权监测委托给第三方公司。

“一点资讯”得技术之便，可以更有效率地开展版权管理工作；但技术使用始终应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本框架，否则很有可能被诉侵权。腾讯科技报道称2016年4月26日，百名自媒体人发出《联合维权公开信》，指责在“一点资讯”平台上存在着许多与联名自媒体名称相同的所谓“i媒体”，并且其大多数文章会在第一时间原样照搬到“一点资讯”上。报道称“这绝不可能是人类的行为，而只可能是计算机按照人的设置，进行批量抄袭和抓取的结果”。虽然上述争端的确切内情目前仍不可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版权环境尚有进一步规范空间、各竞争主体版权意识仍有进一步提升余地的情况下，中国媒体、平台之间相互侵权的现象短期内仍难以杜绝。

此外，移动客户端的版权管理需要将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结合起来，方显厚重。过分强调阅读量导向的生产存在导致全民思维肤浅化的潜在风险。

资料来源：

程征，万小广，IT公司如何“玩转”新闻客户端：对话“一点资讯”及其美国关联公司创始人郑朝晖，（20150713）［20160520］.http://news.xinhua net.com/new media/201507/13/c_134407243.htm.

史竞男，周珊珊，从“为你读诗”保卫战看自媒体时代版权保护，（20160608）［20160720］.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6/08/t20160608_12635093.shtml.

刘立楠，首期互联网文化沙龙举办　聚焦自媒体内容的版权保护与管理，（20160526）［20160720］.http://news.ruc.edu.cn/archives/136461.

案例二：围绕《中国好声音》的版权纠纷

2012年，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制作方，以下简称灿星）购买荷兰Talpa公司的版权模式后，连续四年制作《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并于浙江卫视播出。2016年1月，荷兰Talpa公司与原中国合作方的合同到期后，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德影视）以6000万美元从荷兰版权方购得五年内制作四季The Voice of China的独家授权，原制作方灿星和播放方浙江卫视已无权使用《中国好声音》相关知识产权。

由于灿星和浙江卫视仍在制作新一季节目，其对Talpa公司更换合作方一事表示不服，认为灿星有优先续约权，且《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是原创的，应当权属灿星，可以被继续使用。2016年6月7日，唐德影视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申请诉前行为保全，法院对该申请于6月20日做出了保全裁定（〔2016〕京73行保1号），裁定灿星立即停止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字样的节目名称等。灿星不服判决并提起复议，2016年7月4日，法院判决维持原裁定，由此导致浙江卫视于7月6日发布《浙江卫视关于〈2016中国好声音〉节目将暂时更名为〈中国新歌声〉的声明》。

案例点评

（1）诉前禁令。

“知识产权中的诉前禁令是为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害权利人知识产权或有侵害之虞的行为，而在当事人起诉前根据其申请发布的一种禁止行为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强制性命令。”
[2]

 在此纠纷中，唐德影视因担心灿星、浙江卫视播出的2016年《中国好声音》将给其招商、制作、播出等环节带来持续性侵权伤害（如唐德影视制作的版本难以找到合适的播出平台，或者难以在公众心中树立正版的品牌形象等）而申请诉前禁令。该禁令并非确认权利归属，而是认为灿星存在侵权的可能性，但权利归属依然要等待最后判决，若判决为灿星未侵权，则需唐德影视予以赔偿。

（2）《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的版权归属。

灿星在申请复议中提出《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为原创，是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浙江卫视使用的，并认为名称纠纷与传播核心价值观、保护国有资产息息相关。然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定此案中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归属Talpa公司。理由如下：“该节目所衍生的合同项下包括当地系列节目名称、当地节目标识等权益或权利也约定归属于Talpa公司，尽管关于节目名称的归属问题尚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事项……但仅从各方无争议的授权合同约定以及《中国好声音》节目实际播出使用中文名称这一基础事实考量，在目前尚无有效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初步判断，已获Talpa公司独占许可使用授权的浙江唐德公司具有主张拥有《中国好声音》中文节目名称相关权益的证据基础。”
[3]

 由此可见，浙江卫视并非拥有该名称的相关权益，而只是被批准使用，而浙江卫视下属子公司注册“好声音”商标已经构成违约，甚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3）引进节目模板版权的潜在风险。

央视索福瑞CSM52城市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新歌声》总决赛的收视率为3.956%，较2015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收视率下降了2.887%。虽然此下滑与综艺节目的生命周期有关，但无法排除因失去版权而被迫更名所造成的影响。此外，灿星在《中国好声音》版权纠纷中的经历也说明引进节目模板存在潜在风险：一方面，引进方有可能受制于版权方。引进方引进成功的节目模板版权的确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经营绩效，但是亦受到版权方的制约。在版权方收回版权时，引进方前期积累的口碑、观众黏性等无形收益可能会随之流失。另一方面，“造血”与“输血”的辩证关系。如果将引入节目模板版权视为媒体“输血”机制的话，则该机制的确可以短期内让媒体活跃起来，但亦有可能会抑制媒体自身的“造血”功能。对于媒体来讲，“输血”只是在自己孱弱之时，刺激机体活跃起来、强化“造血”功能的手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创意作品的输出者才是其持续发展的根本。长期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代加工位置的中国制造业因不掌握核心知识而不仅收益份额少且很容易被替代，离开重金聘请外援的中国足球2016年10月大败而归等现实一次次给忽视“练内功”的中国传媒产业敲响警钟。中国传媒业是时候将培养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了。

案例三：视频网站的版权管理情况——以乐视与爱奇艺为例

视频网站曾是侵权盗版的重灾区。近几年，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及版权意识提升，视频网站开始逐渐重视版权战略。在版权购买、生产、开发等方面有较大进步。下面仅以乐视与爱奇艺为例，简要介绍视频网站的版权管理情况。

一、乐视的版权管理

乐视曾于2011年提出“影视剧网络版权价值新纪元”，将内容视作网络视频行业的核心，并高度重视影视剧网络版权价值，建设正版影视版权内容库，拓展多种盈利渠道。

在推动影视剧正版化进程方面，乐视自2004年起开始购买电视剧等影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购买初期，乐视以低廉价格购得不少精品电视剧的网络版权，获得了版权积累的先发优势。随后在版权混乱的年代，乐视坚持购买正版影视版权，2014年已积累10万多部戏剧节目、6000多部电影、每年700多集独家版权的网络剧。截至2015年末，乐视用于版权采购的成本达61亿元。此外，乐视还将电视剧版权分销给其他视频网站，2015年版权分销收入达7.76亿元。不过，由于乐视网倾向于用网络“独播”来维系用户，因此版权分销部分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下降。

在电视剧版权交易市场中，由于版权交易在播放环节之前，视频的播放效果难以预测，因而版权价格难以让交易双方满意。乐视从2016年6月起改变版权购买方式，由大量购买正版版权改为与版权方“保底+分成”的新合作模式，规模达40亿元。该种合作模式能够明晰交易双方的版权收益，优质视频的制片方将从“分成”部分获取更多的收益，此举有利于促进内容创作方生产更优质的影视作品，推动视频节目以质定价。

此外，乐视不断探索版权作品的多种盈利渠道，如首创会员付费模式，选择“粉丝”色彩强烈的电影探索打赏付费模式等，并不断尝试自制和出品影视作品，布局影视行业上游，如完成对花儿影视及乐视新媒体的并购工作等。

二、爱奇艺的版权管理

2015年百度财报显示，爱奇艺2015年的成本费用较高，达到76.7亿元，较2014年增长92.8%，版权购买成本增幅更是高达136%。由2016年爱奇艺公布的重点版权内容和自制内容战略可见，该公司以内容运营为核心，不断加大版权购买及内容自制，继续围绕版权开发广告、游戏、电商等多种商业模式。

近年来，爱奇艺大量购买海外影视作品版权，并与韩国乐天公司、FineCut公司、文化广播公司（MBC），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天、东森、三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购买效果看，《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请回答1988》等一系列韩剧版权的引进为爱奇艺赢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和经济收益。从版权采买、播出与开发流程来看，爱奇艺已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爱奇艺依靠大数据，通过对用户属性、兴趣喜好、需求图谱和演员阵容、编剧信息等影响收视的关键性指标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影视作品的市场潜力。其二，从立项阶段开始合作，提前购买版权，保证同步播出。2014年初，爱奇艺临时将《来自星星的你》的播出策略改为与韩国SBS电视台同步直播，并因此成为用户观看此剧的优选平台；2015年广电总局公布“限外令”后，爱奇艺选择“先拍后播”模式的《太阳的后裔》，在该剧拍摄结束后提前拿到所有剧集，便着手立项过审、添加中文字幕等流程，最终与韩国电视台同步播出。其三，爱奇艺加大剧集的营销力度，主要措施有：调动全平台资源展开黄金资源推荐；利用微博报道和相关话题吸引网友关注与讨论；通过弹幕、泡泡社区等形式增强互动性。

此外，爱奇艺加大版权作品生产投入，如投资华策影视，并成立合资影视公司等，借此探索获取优质版权和内容自制的途径。

案例点评

（1）视频网站增加了版权作品的播出渠道，有助于版权作品价格提升，而版权作品价格的提升又会因增大了视频网站的采购成本而促使其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乐视与爱奇艺近些年在影视制作领域内的布局显示出强烈的向上扩张意图。

（2）相对于电视台而言，网络视频公司明确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可以更灵活地调动资金与人力资源，能够在管制相对宽松的影视剧领域逐渐崭露头角。然而，政策管制仍是限制网络视频公司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壁垒。

（3）网络视频公司有望凭借大数据挖掘技术优势，更及时、细致地预测与刻画用户需求，从而弱化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资料来源：

洪绫襄，乐视网：10年打造版权帝国，投入最早、用力最深，（20140605）［20160728］.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7431.

刘亚澜，乐视150亿布局电视剧今后不再购买版权而是“保底+分成”，（20160613）［20160728］.http://tech.qq.com/a/20160613/0373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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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20160122）［20160630］.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601/P020160122469130059846.pdf.


[2]
 韩天岚，知识产权诉讼中诉前禁令的适用，电子知识产权，2004（4）.


[3]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73号行保复1号。


附录三：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深度访谈情况介绍

本次深度访谈的对象包括媒体行业从业者（14位）、媒体法律顾问（2位）、高校法学教授（2位）、国家版权政策制定部门负责人（1位）。除国家版权政策制定部门负责人采用邮件访谈外，其他访谈对象均采用面访形式。

针对传媒从业者的面访采用半开放式，访谈的主要问题包括：

1.版权目前在贵单位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2.贵单位在版权生产与开发中所采取的措施及所遇到的问题。

3.贵单位在版权交易与合作中所采取的措施及所遇到的问题。

4.贵单位在版权维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所遇到的问题。

针对国家版权政策制定部门负责人的邮件访谈大纲为：

1.作为政策制定部门，贵部门如何理解广电行业版权保护的战略意义？

2.与国外广电行业版权规模相比，中国广电行业版权规模怎样？（包括广电产业及产业内主要广电单位版权收益在总收益中的占比，以及国外传媒组织版权收益在总收益中占比等）

3.目前国内广电行业版权领域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内部的版权开发不够，版权权属不清楚，版权意识不强，版权保护成本高，版权保护规章制度不到位抑或是其他问题？）

4.作为政策制定部门，将采取怎样的措施解决上述问题？（是否已有一个路线图式的整体解决思路？若有，可否介绍一下？）

5.站在政策制定部门角度看，解决目前国内广电行业版权领域内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如何突破？

针对法学专家的访谈实录附于本书末，可直接查看（见附录一）。

19位访谈对象在书中均以代号称之，其基本情况如下：

1BJ——南方某市新闻网总裁、董事长

2BW——北京某都市报总编辑

3BZ——全国报协副秘书长

4WX——中央级日报网站副总编辑

5BWK——地市级都市报执行总编

6BW2——全国性健康类行业报社长

7BZ2——地市级日报党委书记、社长

8BS——地市级报业集团副社长

9BJ——北京某都市报社长助理、法律部主任

10ZZ——财经类杂志法律顾问

11CW——出版社法律顾问

12DZ——国家级电视台版权管理部主任

13GD——国家级广播电台版权管理处处长

14WR——门户网站媒体合作部经理

15LC——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16LZ——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17TC——国家级通讯社法规处处长

18BW——国家级日报主任编辑

19ZW——国家政策制定部门知识产权处副处长

《全国报业版权管理》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填答本问卷。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报社单位的版权管理情况。您的回答对我们非常重要，请您按照真实情况填写，答案没有对错之分，所有问卷信息均匿名处理，仅作为统计资料用于学术研究。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版权管理研究课题组

一、单位基本情况

1.贵单位法定中文名称：_______

2.贵单位经营主体的性质：（单选，请在合适选项前打“√”，以下题目如无特别注明，均为单选题）

□1行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2行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3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4国有企业

□5其他（请注明）_______

3.贵单位2015年度版权收入大约为_______万元，约占总收入的_______%。

4.据您预测，未来5年贵单位的版权收入是否会有大的提升？

1□是

2□否

5.据您预测，未来5年贵单位是否会在版权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1□是

2□否

6.据您预测，未来5年贵单位是否会在版权开发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1□是

2□否

7.据您预测，未来5年贵单位是否会在版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1□是

2□否

8.在贵单位与编辑记者等所签的入职合同中，是否有明确职务作品版权归属的条款？

1□是

2□否

二、版权管理机构基本情况

9.贵单位是否自设了专门负责版权业务的管理部门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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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部门名称是_______

2□否→跳至第12题继续填答

10.此部门目前在职员工约_______人，贵单位在职员工约_______人。

11.此部门的日常事务主要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负责起草、制定版权管理规则

2□归集、管理和协调版权信息

3□开展版权注册和登记工作

4□指导和协调版权的经营开发

5□指导和协调版权的经营交易

6□会签、审核和备案各类版权合同

7□统筹版权法务处理

8□提供版权咨询服务

9□其他（请填写）_______

12.贵单位是否委托外部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处理本单位版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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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所委托外部机构名称是_______

2□否→跳至第14题继续填答

13.所委托外部机构的日常事务主要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负责起草、制定版权管理规则

2□归集、管理和协调版权信息

3□开展版权注册和登记工作

4□指导和协调版权的经营开发

5□指导和协调版权的经营交易

6□会签、审核和备案各类版权合同

7□统筹版权法务处理

8□提供版权咨询服务

9□其他（请填写）_______

三、版权开发情况

14.到目前为止，贵单位是否采取过版权开发方面的措施？（请选一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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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

2□否→跳至第18题继续填答

15.贵单位目前多渠道开发版权的形式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制作光盘电子版

2□发送手机报

3□发行PDF电子版

4□微博推送内容

5□开发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电脑等）App应用

6□发送电子邮件版报纸

7□主办报纸网站（包含综合性门户）

8□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

9□其他（请填写）_______

16.贵单位目前深度开发的版权产品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版权内容数据库

2□相关历史资料查询或历史影像等

3□用户定制内容

4□图书、会议册、漫画、游戏、商业演出、展览会等内容衍生品

5□专业领域的内容信息服务

6□其他（请填写）_______

7□以上均无

17.贵单位目前在版权资本运营方面采用的形式主要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以生产版权内容产品为由，采用众筹方式募集资金，产品完成后给予特定回报

2□向版权内容产品的潜在客户募集资金，产品完成后给予其一定的价格优惠

3□以生产版权内容产品为由，向其他外部投资者募集资金，产品完成后给予一定的利润回报

4□以生产版权内容产品为由，向政府等行政部门申请行政拨款

5□通过版权质押等方式，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募集资金

6□其他（请填写）_______

7□以上均无

四、版权交易情况

18.贵单位目前在版权交易方面采取的形式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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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贵单位目前在版权交易过程中实际采用的版权价格评估法为：（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经验法

2□市价类比法

3□成本法

4□收益法

5□其他（请填写）_______

20.贵单位目前在版权交易过程中期待采用的版权价格评估法为：（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经验法

2□市价类比法

3□成本法

4□收益法

5□其他（请填写）_______

21.您认为总体来看，贵单位版权价格水平与其实际价值相比偏_______。

1□高

2□适中

3□低

22.您认为总体而言，贵单位在版权交易谈判中处于_______地位。

1□主导

2□平等

3□被动接受

23.贵单位目前在版权交易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报社内部缺乏专业的版权交易团队

2□报社单位通过版权交易获得的投资回报率过低

3□报社内容作品价格制定缺乏可参照的衡量标准

4□报社单位在版权交易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

5□购买版权的客户量不足

6□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版权产品

7□报纸行业缺乏有效的版权交易平台

8□人情在版权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9□其他（请填写）_______

24.您认为造成上述困境的最主要5个原因按重要程度排列依次是：

第一位[_______]第二位[_______]第三位[_______]

第四位[_______]第五位[_______]

（请将问题编号填入表格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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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权保护情况

25.依据侵权规模，未经授权转载贵单位内容作品的媒体依次是_______（多选，请将题项前序号依次写在题后横线上）

1□报纸

2□杂志

3□广播

4□电视

5□新闻网站

6□移动端媒体

7□其他（请填写）_______

26.目前贵单位在版权保护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发现侵权行为的难度大

2□通过法律方式维权成本高，回报低

3□侵权主体众多、分散

4□报社高层管理者版权保护的积极性不高

5□报社未与员工签署版权协议，版权归属问题存疑

6□难以借助行业整体力量保护版权

7□其他（请填写）_______

27.您认为，造成上述困境的最主要5个原因按重要程度排列依次是：

第一位[_______]第二位[_______]第三位[_______]

第四位[_______]第五位[_______]

（请将问题编号填入表格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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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按照常用程度，贵单位解决版权纠纷的主要途径依次为_______（多选，请将题项前序号依次写在题后横线上）

1□法律诉讼

2□第三方调解

3□私下和解

4□其他（请填写）_______

29.您认为报业版权被侵是否会影响中国报业的发展？

1□会有影响，影响报业的盈利能力，甚至会摧毁整个报业经济

2□尽管有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没有明显影响

30.面对中国报业版权被侵害现状，贵单位希望政府主管部门_______（单选，请在适合的选项上打“√”）

1□采取强硬措施，根除报业版权被侵现象

2□采取适当措施，适当保护纸媒版权

3□暂不采取措施，任其自由发展

4□其他（请填写）_______

31.面对中国报业版权被侵害现状，您认为报业单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多选，请在所有适合的选项上打“√”）

1□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侵权事件发生

2□积极通过法律诉讼等维护自身版权

3□加强媒体行业内部合作，联合其他媒体共同抵制侵权行为

4□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呼吁相关部门出台有利于报业版权保护的政策

5□不采取措施，任其自由发展

6□其他（请填写）_______

32.对于未来中国报业建立合理的版权保护机制，您的信心指数为？

1□非常有信心2□比较有信心

3□说不清4□比较没有信心

5□完全没有信心

六、您的基本信息

33.您的性别：1□男　2□女

34.您的年龄：1□20~25　2□26~30　3□31~35　4□36~40

　　　　　　 5□41~45　6□46~50　7□51~55　8□56~60

　　　　　　 9□61~65　10□66及以上

35.您的工作职务为：_______

36.您的职称是：1□高级职称　2□副高级职称　3□中级职称

　　　　　　 　4□初级职称5□未定级6□不知道

问卷到此结束，辛苦您了！非常感谢您的认真填答！祝您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后记

我对版权问题的兴趣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该年底，在南京召开的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发表了《南京宣言》，该宣言发出报业维护版权的一声呐喊，这声呐喊引起业界与学界小小的震动。虽然此后张罗的报业内容版权联盟热闹一阵后很快便销声匿迹了，但却让我开始思考“版权对于传媒业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可惜那时的兴趣点如此容易转移，对传媒版权问题的思考刚开头便草草结了尾。

及至2008年研究中国大众传媒价值链时，通过对国外传媒巨头的观察，我了解到迪士尼等大型传媒巨头庞大的体量正是建立在版权基础之上的，传媒产品的生产、开发、交易、合作、维护等都紧紧围绕版权展开，其价值链中流淌的始终是版权。反观中国传媒业，由于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定位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烙印，其版权管理终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窘迫境地。基于此比较，便产生出中外传媒集团在体量上的差异源于双方版权意识、版权管理与运营水平之不同的认识。进而意识到，“产品导向”的传媒运营理念始终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闭环内打转转，而“版权导向”的传媒运营理念则可用版权这个更有通约能力的资源打破行业的自我限定，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价值实现回路。如果不能实现从传媒“产品导向”到传媒“版权导向”的理念转变，中国传媒组织将很难获得与世界传媒巨头比肩的体量与影响力。此外，兰汉姆（Richard A.Lanham）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也颇引人深思，他在《注意力经济》一书中提到，“在信息时代，最有价值的商品不是物品（stuff），而是风格（style），因为新媒体上充斥着海量、泛滥的信息，正是风格在竞争着我们投向这些信息的注意力。在这样的世界中，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而非有形财产权（real property）将成为经济的核心”
[1]

 。按照兰汉姆的观点，在信息时代，版权（知识产权之一）应成为传媒业最重要也最值得珍视的资产……上述思考虽尚浅层且断续，但却激发起我持续关注中国传媒版权问题的兴趣。

虽然当时尚无法预测版权是否能够以及怎样能够成为中国传媒业的基础，但我相信，对于版权的重视将伴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及传媒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而加强，而传媒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政策制定部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市场的倒逼。

随后几年，互联网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技术基底，商业媒体崛起、信息用户选项增多、传媒格局发生变化、新的博弈此起彼伏……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受众信息接收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广告主已倾向于采用新的媒体组合方案……上述变化均指向官方媒体由信息渠道垄断所形成的注意力富集及变现优势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现实。处境的变化也促使中国媒体不断追逐“网站、二维码、wifi、两微一端、VR、AR、无人机”等一个又一个技术热点。每个新出现的技术热点都能引起媒体的一阵兴奋，“尘埃落定”之后，有的尝试成功了，有的尝试失败了。但是成功的尝试又有多少以专业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的生产与服务为核心呢？中国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专业的内容生产者，但是肯定需要专业的内容生产者。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职业尊严、生产积极性与持久动力需要建立在版权基础之上。此外，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传媒围绕有效率地生产版权作品之核心目的，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改造传统产业形态，创造出“中央厨房”等媒介融合实践。实际上，中国传媒只是直接将这些实践引入，迅速获得融合之“形”（如打造“中央厨房”的模样），但脱离“版权”这个核心，其真的能得融合之“神”吗？换言之，版权为“纲”，具体的融合实践为“目”，“纲”不举，照搬过来的“目”又能有多大活力呢？基于上述认识，终于在2014年动了研究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的心思。

整个研究于2015年正式启动，原打算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为框架构造章节，但是后来发现各类媒体在版权管理上并未存在本质区别，故转而按总论篇、概览篇、调研报告篇与专题研究篇四大板块组织内容，希望能通过国内外对照、点面结合、学术研究与实践深描相映衬，将中国传媒版权管理放在制度框架内、历史视野中以及国外参照系里加以审视。本书不足之处亦很明显：第一，传媒版权管理涉及法学领域内专门知识，本研究对国内外著作权/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的掌握仍不够娴熟，涉及相关内容时仍有力所不逮之处。第二，本研究以总论篇、概览篇、调研报告篇与专题研究篇组织所有内容，虽然围绕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企业层面版权管理展开，但仍稍显松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问卷调查对象、访谈对象及业界资料提供者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大力配合，本研究无法得到那么多来自一线的一手资料，无法触摸到鲜活的媒体版权管理实践。在针对媒体从业者的访谈中，我能感受到奋战在一线的媒体人对传媒行业的挚爱与美好愿景、对媒体版权问题的思考与洞察、对媒体版权管理工作的坚守与促进、对推动全行业版权意识的热情与使命感。由于大多数访谈对象要求匿名，很遗憾无法在此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只能笼统地对所有问卷填答者及受访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外，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金海军教授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丛立先教授，感谢两位教授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访谈并同意以访谈实录形式呈现访谈内容，使我们可以较全面地从法律视角了解版权。

本书还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博士生王军、曹璞，2014级硕士生蒋聪滢，2015级硕士生许文谦，2012级本科生田欣的积极参与，特此致谢！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女士，正是她的辛苦付出使本书最终能够如期出版，江虹女士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选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同时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专项经费的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访谈中，众多被访者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希望本研究能改善中国传媒业版权管理环境”之心愿。我不敢奢望这项跨法学、管理学与新闻传播学的探索性研究最终能担此重托，但希望借个人绵薄之力对中国传媒版权管理做出细致、系统的刻画，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付梓之时，心有忐忑，敬请方家对此抛砖引玉之作多多斧正。

丁汉青于北京

2016年10月23日



注释


[1]
 Lanham.The Economics of Atten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获奖感言


陈力丹

我1993年出版的专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2012年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1)

 ，而参加这届评奖的必须是2006—201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这次参评的版本是该书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如果没有再版，可能这本书将永远失去评奖的机会，尽管学科内的评价很高。所以，我虽然是高兴的，但没有一点激动，因为此前经历的两次评奖遭遇挥之不去。

《精神交往论》评奖的曲折遭遇

1997年，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开始评选，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申报一本著作参评，当时明摆着这本书是最有可能评上的，由于主要领导作梗，这个名额废了。令我感动的是，陈崇山研究员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短短的几天内，成功联络了社科院其他四个所的所长和政治学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白钢，联署提名《精神交往论》参评，因为还有另外一条上送参评的途径，即有五位以上的评奖委员联署提名。我对此途径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不熟悉任何一位外所的所长。然而，到了评奖那天，我刚进入会场（我也是评委），白钢把我拉到外面说，你们所长给四位所长打了电话，他们临时又撤了。我没想到事情会做得这样绝，但仍旧照常参会评别人送来的论著，至今那次评奖中一些做学问的典型事例，仍然是我现在讲如何做学术的素材。

1998年，第三届吴玉章奖评奖，我通过正常途径，经由两位教授推荐，将书送到了评审会上。很多年后，一位参会评委告诉我，当时的主持人说，关于这本书有不同意见，于是这本书没有被讨论而搁置了。我推荐的吴廷俊关于《大公报》研究的专著，获得那届吴玉章奖的优秀奖，但新闻学科一等奖空缺。后来仍然有一些评奖的机会，考虑到环境的恶劣，我均放弃申报，不想再为评奖消耗精力。

但是，这本书似乎没有因为没有评上任何奖项而受到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专著（不是教材）在搜索引擎中得到的通常有几百条，多的几千条，而2012年5月在谷歌上搜索“《精神交往论》”，结果多达6万多条，这是本学科专著搜索中最多的。现在网上可以搜到2008—2011年关于本书的各种读书笔记，最长的1.2万字。本书2002年重印（以第二次印刷的名义，实际上重排，页码变化，封面也换了），2004年第三次印刷。2006年，被列为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生主文献的8本专著之一，其中6本为外国人所著，中国人所著的2本，即这本和我推荐的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鉴于学科的需求，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我仅改动了其中的一小节，增加了参考书目，其他保持1993年的样子。现在，这个版本又要再次印刷了。这次以2008年版参评第六届吴玉章奖，衷心感谢方汉奇老师和所有评委们，他们给予本书的肯定，是对我当年潜心做学问的一种告慰。

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

之所以这样感慨，在于现在我做不出20年前这样厚重的专著了，照理说我应该有更多的学术积累、有更开阔的眼光，但现在失却了做学术的必要条件：专一的时间和精力。各种晋级和竞聘，水涨船高，要求的论文、著述、课题数量越来越多，课题的经费（把能争取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学人的标准之一，匪夷所思）越来越高，似乎多就是好。于是，看看现在评职称或年终总结的表格，是个教授副教授的，在研究项目的一栏中，能够开列上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正在承担的课题。我无法想象这样多的课题是怎样完成的，完成的东西还能是个东西吗？我手头的课题相比之下不多，只有三四项，对我来说，已经疲于应付，想认真太难了。加上还有很多课、很多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这种情形下要同时完成几个课题，还得学术水平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精神交往论》是我倾注全力、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其实，人文社科研究除了少量需要较多社会调查的项目外，主要是个人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是无法用钱交换来的，需要当事人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毅力。我当时没有任何课题费，只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得到过2500元的资助，但是时间相对充裕，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成绩来。

《精神交往论》的内容和意义

关于这本书，学界已经比较熟悉，这里我重复上一版中“写在前面”的话，基本就可以概括书的大体内容和学术意义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的知晓较晚，开始于1958年；对它的研究更晚一些，开始于1980年。

马克思恩格斯是对现代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其传播观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这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有系统地再现他们关于传播的各方面观点，再现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几乎没有参照系，因而一切得从阅读他们的著作开始。

这本书经历了10年的磨砺。1983—1987年，我通读了他们的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找到的与他们的传播观有关的资料文献，做了大约10000条名目索引、3000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1988年开始写作。1989—1990年因故停顿。1991年重新开始，1993年完成。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丰富而广泛，我随之涉猎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著作。力求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为依据，全面表述他们的传播观，尽量避免先验之见的干扰，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我国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绝大部分收入了1956—1985年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这个版本基本上是从俄译文转译过来的，经过二手翻译，不免会有一些差误。因此，本书对在传播学界流行的几句他们的话，核对了原著文字；对他们使用的几个主要的传播术语，进行了随机核对，从中又有一些新发现。1995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着手出版，进度较慢，只出版了十几卷（计划60卷）。本书除了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采用这个版本的第1、3卷外，其他的引文尚只能使用第1版。

马恩著作中的译文除了中文版《全集》外，还有《选集》和各种单行本。书中引文为统一起见，均采用《全集》第1版的卷页码（个别《全集》未收入的采用单行本页码）。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引文，标注采用新版卷页。个别根据原著文字重新翻译的，采用页下注，提供《全集》第1版的参考卷页。

本书初版于1993年，三次印刷。这次再版，除了第十二章第八节，其他部分只做了引文核对和文字的技术性订正。第十二章第八节论证的是马克思关于“报刊内在规律”的思想，当初查看德文原文，亦怀疑翻译有误，但是没有把握，最后还是以《全集》第1版的文字作为论证的基础。《全集》第2版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证实了我当时的怀疑是正确的。因而，这一节对此做了必要的体现马克思原来思想的论证。



如果就论述的内容和意义补充几句的话，可以采用这次推荐人之一单波教授的话：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部创新性力作，这主要可从三个指标衡量：第一是该书首次从人类信息交流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填补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第二是作者在思维、语言、文字、宗教、文艺、舆论、宣传、新闻、报刊、法律等多维视野上建立了精神交往学说，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第三是作者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英文和其他文种原著，纠正了中文版理解中的诸多误差，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传播思想的本来面貌。

早在本书出版的第二年，中央编译局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研究员张奇方就在《学习》杂志1994年第8期撰文评价本书：“从人类信息交流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研究，国内似属仅见；国外虽然不敢说没有，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法国、日本的个别学者，曾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有一种宏观的关于信息传播的系统观点，但尚没有人像陈力丹这样全面而又系统地就这两位思想家关于精神交往的学说，从整体上进行阐发。”

做学术要较真与倾心

由于申报要填表，填表就得找材料，搜索中当年时统宇写的文章《陈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论〉》（发表于《新闻记者》1995年第10期）唤起了我的记忆，他作为我的同事，实在地记述了那时我研究问题的较真和写作这本书的艰辛，他记述道：


既然研究的是马克思，他就真正钻了进去，对与马克思有关的一切十分注意。从当研究生时起至今，他挑过不知多少次报刊上出现的引证马列方面的错误，写出的意见信大都石沉大海，但凭着学者的理论良心，他依然看到问题就提意见。某家大报的头版头条通讯中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话，当做马克思的话来引证，他致信该报总编室，希望纠正。有一个时期，几家较大的报纸发表的文章都引证过马克思关于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自由的论述。他多次指出引证有误，均没有回音。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材料说明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话恰恰是他所批判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
(2)

 上发表后受到重视，《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

……1989年初，曾有人要他到中央某个高级秘书班子工作，他拒绝了，他要完成已经持续了数年的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某些研究结论所作的批判，不会构成对他人格的怀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正因为有了诸如陈力丹这样一批以命相许的跋涉者，他们步履艰难，汗流浃背，一路传播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福音，在真理的祭坛上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忠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这棵人类的智慧之树永远常青。

…………

请听陈力丹1993年12月27日在全所的述职报告：“今年我发表了77万字的成果，占全所发表量的三分之一。《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我只看过几集，其中有一个情节：王启明不惜花5万多美元，雇了一个高级乐队和指挥，配合自己作为首席大提琴手的演出。他对阿春说，我所以能够活下来奋斗，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提琴手，要实现作为提琴手的夙愿。这个情节使我默默地流泪了。我经历着与他异质同构的事情。如果说这些年在多重打击下我能够把马克思研究的课题坚持下来，那的确由于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精神支柱。历经10年，这个课题最后终于完成了。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身体垮了，钱也花了……”当时，我亲耳听了陈力丹的述说，并评议道：那语气，那声调，那表情，大有杨白劳控诉黄世仁的味道。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寄希望于新生代

关于本书对社会的影响，当我在北大未名BBS搜到一位北大学子2003年12月18日的帖子时，我因他和他的母亲都受到我这本书的影响而感动。他写道：

选择谈谈这本书，也是因为它在相关领域的重要价值，不仅内容涵盖丰富，而且文字深刻，阐述得非常系统。……记得我的母亲上一个记者培训班的时候，曾经听过陈老师的课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人随和而亲切，知识渊博却不张扬。这让我不禁想到评论黄琳院士时用到的一句话“感受到一种平和背后的力量”，我想这也许就是这些“大家”们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殊品质吧。……这就是一本好书的价值，既有全面的资料，背景充实，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够跟读者产生共鸣，引发读者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从而提升某种认识。也正因如此，《精神交往论》才能具有这样高的学术价值，在传播界拥有很高的地位，成为很多该学科学生的必读书目和在其他一些读者中口碑极好的专著。

关于现在新生代对本书的感觉，我将豆瓣读书网的书评按原有顺序截取15条（http://comm.dangdang.com/review/reviewlist.php?pid=20334406），从行文特点看评论者属于90后的一代，有的理解，有的看来只看到书的物质分量，而没有感觉到思想的分量：


▲（^_^）不错嘛　作者：Jane婧2012-01-2913：22：20

精神交往论——学传播学的同学们要好好看看哦！

心情指数：受益匪浅　阅读场所：图书馆

▲陈力丹的大作　作者：cjfymz@***.***2011-12-13　17：40：13

分析得很全面、很透彻

心情指数：过瘾　阅读场所：书桌旁

▲值得一读　作者：小雪琳2011-12-07　16：48：34

值得一读

心情指数：开心　阅读场所：床上

▲挺好　作者：xiaoshirui　2011-11-23　23：01：05

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经典之作。一直很钦佩陈力丹老师

心情指数：受益匪浅　阅读场所：书桌旁　图书馆

▲好文章，坏版式　作者：laihongjie　2011-11-17　12：11：20

对陈力丹的这本书觊觎已久，可是没想到人大出版社2008版的排版如此之差。

心情指数：受益匪浅　阅读场所：书桌旁　办公室　图书馆

▲失眠必看……深夜常备……屡试不爽　作者：minmin0719　2011-05-25　15：05：11

失眠必看……深夜常备……屡试不爽

心情指数：没感觉　阅读场所：床上

▲好难懂…　作者：abclizhiyong@***.***　2011-05-04　23：08：14

陈力丹的成名作，那年代做学术还是认真啊！

心情指数：感动　阅读场所：书桌旁

▲很好的书　作者：wellile　2011-04-21　14：10：47

给妹妹买的符合她的专业，正是她需要的

心情指数：开心　阅读场所：书桌旁

▲深刻　作者：seal58811　20110415　21：13：48

本书对有一定人文素养，并对新闻传播感兴趣的人可读，其中有很多引语，很多理论严谨性的东西，比较枯燥，但好书毕竟是要认真体会的，探究的越是平凡越是不一般

心情指数：开心　阅读场所：书桌旁

▲很好　作者：yanliu64@***.***　20101220　22：22：21

这本书内容很充实，很好

心情指数：无　阅读场所：无

▲百感杂集　作者：怨念妖狐　20100624　11：20：12

当年我们大众文化通论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敬爱的老师拿出了这本书，说这是他的导师陈力丹教授呕心沥血之作，创作十年。

心情指数：沉重　阅读场所：书桌旁

▲好深奥　作者：锦儿m　20100429　10：34：25

心情指数：开心　阅读场所：书桌旁

▲可以珍藏　作者：文竹听雨　20090417　18：19：32

可以珍藏的一本书，适合新闻专业的看

心情指数：无　阅读场所：书桌旁

▲陈力丹的好书　作者：zhangyb100@***.　***　20090317　12：42：30

《精神交往论》是陈力丹的力作，钻研精神

心情指数：开心　阅读场所：图书馆

▲不错　作者：feicen　20081004　19：14：13

书不错的，可以看看

心情指数：催眠　阅读场所：厕所



根据上面的评语，我多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仅以这种学术研究的方式呈现是不够的，需要做一些适合新生代的普及工作。所以，2011年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仅有十几万字，薄薄的一本，像讲故事那样来讲述从马克思到胡锦涛的新闻传播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列宁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对斯大林禁止党内思想交流的做法给予批评，这本教材已被评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此文原载《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3期）





题记：

人既不完全是天使，也不完全是野兽，他们的信息交流行为证明他们完全是人。



信息交流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之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着我们的感觉。



————————————————————


(1)
 本书2013年再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此前2011年获得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2015年本书英文版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学术精品海外推广（外译学术成果）项目”。2016年，本书韩文版将在韩国出版。


(2)
 应为《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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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获奖感言



绪　章　“我们的交往！”



第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

一、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



二、处于“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交往



三、“需要的体系”与精神交往



四、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



五、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神交往





第二章　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

一、民族交往



二、世界交往





第三章　人的本质与精神交往

一、人的自然本质与精神交往



二、人的社会本质与精神交往



三、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四、“需要的人的本性”与交往





第四章　交往媒介——语言

一、语言的产生



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



三、作为人类群标志的语言



四、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五、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





第五章　交往媒介——文字和印刷术

一、文字产生的历史过程



二、文字的演进



三、印刷术发明的意义



四、文字交往的局限





第六章　交往革命

一、交往革命的进程



二、交往革命与文明的传播



三、用时间消灭空间



四、对信息时代的预见





第七章　交往形态——宗教

一、宗教交往的特征



二、人为宗教传播的条件



三、宗教宣传





第八章　交往形态——文艺

一、文艺的交往特征



二、物质生产发展同文艺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三、创作方法和文艺批评



四、“世界文学”





第九章　交往形态——舆论

一、舆论的历史演进



二、现代舆论的特点



三、舆论的力量



四、对舆论的社会控制



五、报刊与舆论





第十章　交往形态——宣传

一、宣传的内涵和意义



二、宣传的理论“支柱”和物质基础



三、宣传者和宣传媒介



四、宣传对象



五、宣传方式和宣传效益



六、“灌输”





第十一章　交往形态——新闻

一、事实与新闻的产生



二、作为新闻载体的报纸



三、新闻的社会作用



四、新闻时效



五、有机的报纸运动





第十二章　交往媒介——报刊

一、报与刊，报刊的种类和职能



二、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三、报刊与政治



四、有产阶级报刊和工人运动



五、“一般的公正”和客观报道



六、报刊的监督职责



七、报刊经营



八、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





第十三章　交往政策

一、书报检查



二、知识税及保证金



三、表现自由观念与商品经济



四、19世纪表现自由史论



五、表现自由与工人运动



六、交往政策与法



七、几项具体的交往法律、惯例





第十四章　交往心理

一、外部环境与交往心理



二、交往中的认同心理



三、交往的心理障碍



四、交往中“注意”的形成



五、流言





第十五章　工人的精神交往

一、大工业与工人的精神发展



二、工人精神交往的历史形态及特征



三、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四、巴黎公社的精神交往



五、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精神交往





第十六章　交往的三种社会形态

一、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



二、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



三、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





参考文献



陈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论》（时统宇）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的第三个版本（马少华）




————————————————————


(1)
 本书目录章节标题下标示出自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话，不完全是原文，故没有使用引号，而是概括了他们的意思，仅用于提示读者关注，也不完全是对章、节的内容的全面概括，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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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章　“我们的交往！”
(1)



在英国伦敦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印刷所广场，19世纪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世的《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就设在这个地方。上溯3000年，古希腊的吟游盲诗人荷马，正在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吟唱着宙斯和他的诸神们。其中有一位传闻女神娥萨，她在特洛伊战争中，吹着号角，以飞快的速度为英雄阿珂琉斯传递消息。在古罗马神话中，娥萨被称为法玛（Fama），这个词至今在使用拉丁字的各种语言中，均是“传闻”的意思。《泰晤士报》与传闻女神，二者在时空上相距如此遥远，却被马克思将它们联结了起来。他反问道：“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46卷上册49页）马克思的发问，本意是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精神生产的巨大影响，但他把传闻女神与现代报纸、《荷马史诗》与现代印刷术相类比，又表达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识：人类的精神交往手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现代信息交往是古代歌谣、传说、史诗等精神交往形态的发展。

那么，远古的精神交往是怎样从神秘状态走过来，它的发展动因何在？精神交往的各种形态怎样运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都予以了科学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分散在他们浩瀚的著作之中，从何着手来整理他们在这方面留下的思想遗产呢？我们不妨从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一下线索。

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著作、笔记、书信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含义很广的德文词“der Verkehr”（交往）。1846年，马克思在使用法文写信时，特别对这个词作了说明，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27卷47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文著作中均使用intercourse一词作为Verkehr的对应词。例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讲的“世界交往”（9卷252页）、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所讲的“和普通的工人交往”（2卷273页），所使用的“交往”一词，即是intercourse。德文、法文、英文中的三个词意思是一样的，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通，还指男女间的性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例如恩格斯晚年讲的这样一句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即依靠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
(2)

 其中“交往方法”（das Verkehrsmittel）这个带有“交往”词根的概念，就包含了后面讲的五项内容。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概念的情况后，可以发现，他们许多关于交往的论述，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在宏观上论证精神交往，以及这种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被人们忽略了。例如他们谈到一些买卖语言时说：“commerce，Verkehr……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3卷255页）在这里，很难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完全分开，但却表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用他们有关“交往”的论述来考察人类的各种精神交往现象，会处处感到他们思想的深邃，并且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

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A．列昂节夫、A．安德烈耶娃等人，也注意到马克思使用的Verkehr这个概念，但却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communication（传播、传通）这个词。我国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中，也有把这种说法照搬过来的。安德烈耶娃写道：“马克思在描述交往现象时使用了德语术语Verkehr，而没有使用英语词communication，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想强调交往同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而Verkehr这个词比communication更能说明这一点。”
(3)

 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交往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但他们都同时大量使用了现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communication这个词（德文是die Kommunikation）。苏联的学者由于没有去查对原著文字而轻率地下了这个不正确的结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Kommunikation这个词的含义与Verkehr几乎等同，经常在一段话里交替使用，只是Kommunikation的使用，相比较而言，指具体的物质与精神交往多一些。例如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中的“交通”，即是Kommunikation。现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将许多带有Verkehr或Kommunikation词根的词，都译为“交通××”，而实际上这两个词都不是作狭义的“交通”解。如前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原中译文是“交通工具”，而这个词所包含的报刊、集会、大城市、电报等等，无论如何都不是狭义的“交通工具”。再如马克思的一段话：“交通工业（die Kommunikationsindustrie）
(4)

 ，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24卷65页）其中“交往工业”的中译文原为“交通工业”，这显然不能涵盖后面的全部内容。有时译文含糊，将Kommunikation的意思淹没了，如Trasport（运输）与Kommunikation连用时（Kommunikation-und Trasportmittele或Tra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e），中译文一概译为“交通运输工具”（例如24卷277～279页），看不出是否使用了Kommunikation一词。其实这里的Kommunikation，主要指的是“通讯”，已经很接近现代传播学的含义。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现行中文版中的“传播”一词，原词却几乎都不是Kommunikation，而是多个不同的词，如ausbreiten（散布）、Ausdehung（扩散），或只是个介词zu（相当于英语to）。

做如此繁琐的考证是要说明，在现代传播学形成以前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研究了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涉及精神交往（geistiger Verkehr，他们也多次单独使用过这个概念）的论述，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传播学的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他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谈到交往的社会作用：首先，交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本身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独立存在的黏合剂。这种现象特别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更为明显。其次，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流，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平日孤立状态下需要几十、几百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由于交往打破了孤立状态而往往很快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改革的需要。最后，交往一旦展开，就会冲破阻力，最终发展为世界的普遍交往，使各个民族的交往日渐同步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概念，丰富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他们经常从这个较高的视角，考察各种人类的精神交往现象，特别是新闻传播现象。

然而，美国传播学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似乎完全不知道马克思论述过传播现象，他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
(5)

 倒是日本学者比较认真，在有的著作中专章介绍了马克思关于精神交往的论述，以及它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关系，例如秋元春朝1981年出版的《现代大众传播批判》。

马克思很重视从总体上对社会交往进行研究，他曾称赞法国人“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特别是“傅立叶对当前交往［Verkehr］的批判性论述”（42卷300页）。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中，他都意识到交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1868年，他在考证两个德文词汇后，曾兴奋地对恩格斯说：“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32卷53页）

本书即从马克思所感慨的“我们的交往”角度，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地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的各方面论述，阐发他们关于各种精神交往形态（舆论、宗教、文艺、宣传、新闻等）和各种交往媒介（语言、文字、报刊等）的基本观点，以便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


(1)
 本书正文中未单独注明出处的，引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各卷，少量采用第2版（目前第2版仅出版了计划中的三分之一）的引文，注明“第2版×卷×页”。


(2)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5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
 ［苏］安德烈耶娃：《社会心理学》，7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4)
 括号中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5)
 ［美］威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13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第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

自从有人类以来，精神交往活动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成为人和人类群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对各种精神交往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都予以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就他们的基本观点而言，当然绝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简单的决定论，而是有丰富内容的。他们不仅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角度，而且还从社会力量综合平衡角度、“需要的体系”角度、历史的物质与精神的继承性角度、人的本质角度等等，提出了许多与精神交往有关的看法。而他们考察交往活动的基本视角，则是世界交往，并以此来评判各种精神交往活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

就人们的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一场争论。1845年，德国哲学家卡·施米特在他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提出一个命题：思想家在开始思想时、说话者在开始说话时、唱歌者在开始唱歌时，必须从无中创造自身。针对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断言我‘从无中’把我自己例如作为‘说话者’创造出来，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作为基础的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某物，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等等。”（3卷157～158页）思想、说话、唱歌都是人们精神交往的通常形式，对交往双方来说，它们都无法脱离人身机能和交往手段发展的限制，也无法摆脱周围环境的制约。人本身的发展、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交往手段的发展等等“多种多样的某物”，构成了精神交往的物质基础，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这种观点我们常常用马克思后来的一句名言来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卷8页）

然而，这样的观点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人讲过，例如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1832年亦有类似的话，马克思对他的评价是：“依然脱不掉陈词滥调”（26卷Ⅰ册295页），“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26卷Ⅰ册296页）。原因在于，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条件来考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则注重考察不同历史环境对精神交往的影响以及精神、物质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
 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
 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6卷Ⅰ册296页）这里，涉及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第一，一定的精神生产与一定的物质关系相适应，因而“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4卷144页）。这一点造成了各个时代迥异的精神交往形式与内容。第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20卷23页）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关系的论述，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中考察它们。用一句“物质决定精神”去套现实的丰富生活固然容易，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恩格斯晚年时说过，由于19世纪40年代阐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时，不得不以反驳论敌的形式出现，强调了论敌所否定的内容，以至造成后人的片面认识和思想僵化。“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37卷462页）这一“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39卷95～96页）。同时，他还指出：“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37卷462～463页）事实上，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发生错误，倒是后人在引证上发生了套用的现象。例如下面这段他们有关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的话：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3卷29页）

由于这段话强调了人们的精神交往是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最符合“物质决定精神”这样简单的认识，因而常常被人们引来说明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念”。如果注意到第一句里的“最初”二字，事情就明白了。这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论述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而是在论述人类原始时代的精神交往的特征。

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精神交往意识的。在早期极其狭隘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交往笼罩着神秘气氛，直接反映了对自然界的不理解（崇拜、恐惧等等），但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精神与物质往往交织在一起，甚至互为彼此，区分不清。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便是这种情况。当然，还有另一种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交织的一般现象，即物质活动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精神交往，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因为“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23卷555页）。而集体劳动“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23卷362～363页）。前者含有自身的精神交往，后者含有社会的精神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交往的特点是相互作用，若一定要区别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就有些迂腐了。

事实上，自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后，人们的精神交往才开始不再表现为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人们在物质以外构造着各种精神交往的独立形式。这时的情景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
 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
 想象某种东西。”（3卷35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意识”一词与“精神”一词经常互换使用，而精神活动都离不开交往，因而也可以说，精神劳动的独立同时意味着精神交往从与物质活动的交织中走向独立。由于精神劳动走向独立遮盖了与物质活动的关系，才产生了种种精神与物质关系的认识，引起各种观点的冲突，最后产生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念。


 二、处于“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交往

一旦原始的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的交织状态被冲破，二者相对独立，社会便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三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精神交往作为其中一个因素（意识）的表现形式，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二者的共同制约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这三个因素的关系如下图：

[image: ]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3卷36页）我们的时代离消灭分工还相当遥远，一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缺少分工，所以消灭分工以后的精神交往这里暂时不去考虑。在三个因素中，生产力自然是基础，但社会状况和意识同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制约。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都会使另外两个因素发生变动；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与其他地区相异，那个地区的三个因素与这个地区的表现就会迥然不同。

例如将古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当的时期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建立在几乎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精神交往完全迥异。就这种情景马克思曾经说过：“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25卷892页）在各古文明地区，精神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于文明地区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即使在同一个国度里，具体的环境、交往政策的差别也会大大影响精神交往的水平。例如针对19世纪末的俄国，恩格斯这样对普列汉诺夫说：“在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的你们的国家里，在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里，出现各种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就拿可怜虫弗列罗夫斯基来说吧，他认为桌子和床都能思考，只是它们没有记忆。这是一个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39卷394页）桌子会思考，这是一种原始思维的表现，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为的交往障碍，以至使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弗列罗夫斯基，在这个小问题上却变成了可怜虫。

现代社会中的论战每每发生，除了阶级、党派的原因外，每个人用于交往的意识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生活状况的影响。因为他的意识发展，“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3卷29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分析过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的柏林学者。柏林当时虽然是都城，但不是工业城市，因而在世界变化面前，它成了一个地方性城市，生活在其中的学者“他们的世界就限于从莫阿毕特区到科比尼克区，钉死在汉堡门以内
(1)

 ，他们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3卷296页）。正由于这种生活的封闭、环境的落后，使得那里的学者会指责英、法报纸上充满了交易所行情和政治，认为报纸被一种幻想迷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好讽刺他们为“乡下佬雅各”（3卷172页）。

纯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实际上也是当事的人们所处的社会状况的曲折反映。当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产生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但它却受到欧洲大陆许多人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了欧洲大陆的批评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写道：“大陆上批评李嘉图的人中，大多数甚至是从这样一种关系出发的，在这种关系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论合适的或不合适的，根本还不存在。这就好比一个行会师傅想要把亚当·斯密的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规律完完全全地应用到他的行会经济上一样。”（26卷Ⅱ册264页）“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脑袋里只有祖传的土地占有、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还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26卷Ⅱ册264页）同样的道理，处于世界交往中心的人由于无法深入那些被隔绝的世界，对那里产生的一些观点也会感到无法理解。

只有交往才可能使双方观点上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十分重视“交往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将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
 、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卷39页）。而发展交往的条件又是发展生产力，他们写道：“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
 交往才能建立起来”（3卷39页）。精神交往的发展就是这样在社会状况、生产力的夹击下发展自身，同时又推动着生产力和社会状况的发展。

当交往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而无法与外界沟通时，各种精神交往形态往往起着巩固现有社会状况的作用。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瑞士十分落后，主要原因在于与外界隔绝。恩格斯为此写道：“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绝的惩罚。”（4卷387页）德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局部地区仍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种隔绝造成了一代德国人观念和交往水平的畸形发展。恩格斯这样描写自己的祖国：“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35卷256页）。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看，扩大的交往将改变人的环境。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古代社会，交往的扩大在其中就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观的个人
 （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46卷上册495页）原始公社的所谓“客观的个人”必须与外界交往，成为社会联系中的个人，这就是交往的力量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现代的情形也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这样概括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往（Kommunikation）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2)

 这里讲的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方面。如果单就精神一面而言，结果也是一样。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
 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6卷下册35页）

尽管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开辟着道路，但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把这种情形称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37卷462页）、“一个总的合力”（37卷462页）。其中社会状况、意识（包括精神交往）等等，每个力量都在合力之中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三大因素而言，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原因来解释社会的变化，但任何一个因素又摆脱不了其他两个因素的制约。当社会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是这三大因素的循环链。


 三、“需要的体系”与精神交往

从社会需要考察精神交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马克思把需要分为历史的自行产生的需要和社会需要两大类，前者是“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后者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46卷下册19页）。社会需要既决定人们精神交往的程度、水平和内容，又受制于具体的社会生产结构。

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精神交往似乎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一些人享受着当时社会最先进的交往手段，另一些人则甘于依靠很原始的交往手段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交往也有很固定的中介。黑格尔曾敏锐地意识到，各种社会需要的协调在其中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整个社会的交往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术语“需要的体系”，进一步指出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结构的关系。他举例说，工人买土豆、妇女买花边这种交往（既是物质交换活动，也是一种最简单的人际精神交往），每一次都是偶然的，都是根据个人的需要行事，而这些交往的背后，则是具体的社会生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工厂老板一般不会去买土豆当饭吃，男子也不会对花边感兴趣。社会地位、性别等等的差别，使需要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在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情形也是一样，那时的社会组织、巫术、仪式、图腾、神话、歌舞等等，为满足人们精神交往的需要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使社会处于稳定状态。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4卷87页）这里讲的“需要”，侧重于物质交往。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精神交往的情形“也是如此”（4卷470页）。简单地说，一个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是该社会“需要的体系”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个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的创作活动，认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便受制于当时的佛罗伦萨影响下的罗马的生产结构。他们写道：“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3卷459页）

当然，对某一种精神交往的需要一旦社会化，需要亦会促进这种精神交往有组织有系统地发展。他们接着便指出：“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3卷459页）。

现代交往媒介、发明的使用和推广，其直接动力也是社会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发明了气球的时候，铁路的要求还远未存在；……当马车和大车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当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其他情况除外）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它的全部产品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火车头……这种发明的可能性甚至绝对必要性，是由实际情况产生的。”（3卷344页）普鲁士专制制度下终于出现了自由报刊，也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当时反复说明：“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
 贫困状况而成为必要
 ，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
 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已经出现的需要。”（2版1卷378页）电报发明后，有一段时间不够普及。在英国，它的普遍使用开始于1854年1月。马克思当时报道说：“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因无法预先通知推迟付款而引起拒付期票起见，开始使用电报。”（10卷30页）显然，电报的使用，其直接动因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铁路、报刊、电报的使用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精神交往的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很赞同英国早期经济学家霍吉斯金的话：“需要是发明之母”（47卷185页）。

从人类精神交往的历史发展看，社会需要作为一种内在动因，对精神交往的进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社会需要产生了人们进行交往的器官，接着是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卷34页）

作为一种交往形式（包括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的人类最初的政治共同体，也是由于需要产生的。为此，马克思引证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话：“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满足自己而需要很多人互助的时候，就产生了城邦。”（47卷322页）“我们的需要创建了城邦。”（47卷322页）而一旦政治存在成为一种现实，新的交往需要又产生了。恩格斯曾经把塞尔维亚作为这样一个例证，他说：“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9卷12页）。

上面的情形中社会需要召唤着人们交往的视野，以至马克思把它称为人的“第二天性”（25卷971页）。在另一些情形下，人们的交往也推动着需要的扩大，为更大规模的交往创造条件。例如现代的世界交往体系，便是在需求开拓交往、交往扩大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马克思写道：“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42卷382页）对一个人而言，许多情况下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需要很难完全分开，交往的手段常常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21卷331页）

就精神交往而言，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如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印刷术、铁路、轮船、电报等等）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这些手段本身又是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6卷上册494页）总之，社会需要是一个内在的社会发展动因，一种中介力量，它一方面受制于生产和生产结构，一方面又创造着新的交往内容和形式。


 四、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

如果拿“物质决定精神”去简单地套用，许多问题便无法解释，例如恩格斯谈到，现代精神交往的内容有不少史前的东西，“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37卷489页）。这些东西与早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他和马克思强调：“在过去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也有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3卷80页）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为什么会在后来很远的时代依然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所要说明的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活动，一旦形成传统，就会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延续存在很长的时间，这是由于“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3卷515页）。显然，延续性的观点并不是脱离了唯物主义，而是更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说明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讲了两点：第一，延续性现象的发生是自发的，不依个人或某个团体的计划为转移，不能人为消灭某种交往内容和形式。例如拿破仑在19世纪初的德国废除农奴依附制，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措施，但却受到了农民们的顽强抵抗。恩格斯写道：当时“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2卷637页）。“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20卷109页）。

第二，新旧精神交往内容和方式的更替非常缓慢，因而这成为延续性现象发生的原因。在许多世纪的斗争中，一定阶级的利益有时表面上被克服了，实际上只是屈从于获胜者。与这种利益联系的观念和交往形式，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会长久地存在下去，适当的时候可能再现。这即是所谓“历史仿佛出现两次”的原因。在这里，种族和民族特征、生活方式和习惯、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知识结构和水平、伦理观念和人格观念、遗传基因和创造能力等等，都对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产生影响。关于这些因素，马克思反问道：“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8卷149页）

根据上面的两点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在旧的交往形式已经被新的交往形式排挤出去后，旧的交往形式“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带有较大的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3卷81页）。马克思运用这个论证最典型的事例是法国的几次革命。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8卷121～122页）从相反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考察了为什么在美国看不到很多精神交往延续性痕迹的问题。这是因为那里不存在传统因素，“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迁移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新的地方就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毫无阻碍地确立起来”（3卷82页）。这为解释几乎拥有相同发达的精神交往业的美国、英国或日本，为什么会有相异的交往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钥匙。美国由于没有任何传统观念的包袱，因而表现出其他国家精神上所没有的那种自由精神，而英国的交往却带有贵族习气，日本的交往带有东方伦理色彩等等。

交往的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退，只是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衰退的根本原因依然取决于物质活动的发展，当物质活动的发展威胁到陈旧的交往内容和形式时，在一段时间内，陈旧的东西会表现出更强烈的生命力，尽管它已经变得不够真实了。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3卷331页）有些人误以为旧的交往内容和形式的衰退是由于精神批判的力量，马克思曾经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版3卷207页）。这是针对物质力量讲的，而对精神力量，批判的武器同样不能消灭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3卷43页）。精神力量的韧性远比物质力量大，能够削弱它的是物质活动的自然发展，所谓“大批判开路”，不过是对精神批判迷信的一种表现，而它的表面成功则仅仅由于“大批判”后面的武器的批判在起作用。

即使排除生产力、社会状况等等的观察角度，仅考察人的头脑的发展，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马克思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记述了摩尔根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具有和以往时代在野蛮人及蒙昧人头颅中从事活动
 的同样的大脑，由遗传而保存下来
 这副脑子传到今天，已经充满了
 和浸透了它在各中间时代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渴望和激情。它还是那副大脑，不过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而变得更老练和更大了。”（45卷405页）显然，精神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人们适应它。从这个角度看，延续性对现代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它反映的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似乎更多的是传统的力量；个人的情感、个性、欲望、潜意识、文化心理等等交往的内容、形式及动机，都受到延续性的影响。


 五、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神交往

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解释说：“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
 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卷52页）这个论断从宏观角度考察了时代的历史变迁中思想的变化依据，是完全适当的和正确的，但他们同时对这个论断进行了一系列的具体论证。如果我们忘记了或不知道这些论证，用这个宏观的论断简单地套用，说明各种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交往现象，就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精神活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一个阶级内部也会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专门从事精神活动或从事精神活动多一些，“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3卷53页）。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消极，“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3卷53页）。有一次，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的选举时，甚至将这两部分人的关系，比喻为主人和奴隶。他说：“主人就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这些阶级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8卷401页）。有时，他还将这两部分人称为“官方统治阶级和非官方统治阶级”（11卷114页）。这种情况表明，一个时代的精神交往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不同意见的斗争，要比反映与其他阶级的斗争强烈得多，这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平缓时期比激烈时期长久。这时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统治阶级中眼光短浅的部分也可能会摧毁代表他们思想的精神交往手段，排斥他们的思想代表，形成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宏观论断相反的情形。如1850—1851年的法国，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8卷171页）“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
 ……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8卷201页）。马克思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论证，恰恰是全面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神交往的关系，这时显现出它的复杂性的一面。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时，并不否定社会各阶级思想的存在，他们举例补充说：“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3卷53页）由于这个原因，便存在着统治阶级思想与非统治阶级思想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有时表现为思想斗争，有时表现为一定的妥协。马克思1870年谈到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16卷438页）。在这里，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思想上不但不隶属于统治阶级，恰恰相反，统治阶级的精神交往媒介向工人阶级表示了妥协。一定的阶级力量的对比，造成了这种现象。

第三，即使统治阶级中的思想生产者，他们个人除受到阶级对立的制约外，同时也有自己的个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3卷52页）。这种情形说明，统治阶级的思想本身，也呈现着不同的个性特点和风格，其精神交往活动并非铁板一块，千篇一律，而是丰富多样的。马克思谈到这一点时说：“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8卷149页）他强调了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对精神形态的决定作用，亦指出了各种“不同”的精神形态，从而使“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概念不再显得那样抽象了。

第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上升时期具有代表全体人民普遍要求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是由于新的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3卷54页）。这时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3卷54页）。这种情形使得社会的精神交往具有相当广泛的认同。“统治阶级越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就越是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形式。”
(3)

 另外，思想、观点本身也会走在“利益”的前面，因为它们带有广泛的传播特点。就此马克思说：“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2卷103页）。这种情形同样使得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交往形式上呈现多种色彩。

第五，“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命题是宏观上的，并不排除非统治阶级的成员可以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代表；或相反，统治阶级的成员亦可以是非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例如，法国人比·蒲鲁东，当过牧童、旅馆学徒、排字工人，为谋生流浪各地，可以说是典型的非统治阶级成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已经成为典型的统治阶级代表的美国总统林肯，马克思在致他的信中称他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16卷21页）。在精神交往中，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极为平常，因而切不可在这样的问题上，使用“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之类简单的判断。

第六，“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能够成立，在整体上正是人民（包括统治阶级中的多数非决策者）思想现状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在所有的地方人民都是不自觉地统治着，而在所有的国家里，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1卷688页）

第七，由于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每一种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从原来的统治阶级思想中批判地接受一部分遗产，因而任何新的统治阶级的精神交往，绝不会完全不同于以往，至少在文化传统、民族情感方面有十分明显的延续性。在这个意义上，“统治阶级的思想”便不是一种孤立的精神现象，而只是承前启后的历史的一个精神环节。



————————————————————


(1)
 均为柏林市的地名。——引者注


(2)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
 ［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第二章　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证了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这一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侧面。他们认为，世界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正循着从狭隘到广泛的道路发展，世界交往必然要替代局部的民族交往，成为现代交往的主旋律；民族交往必然会冲破以往的种种藩篱而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这为我们从宏观角度考察人类精神交往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一、民族交往

为考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一个民族内部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三个相互制约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工状况和内部的交往发展程度。他们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卷24页）在这里，生产力的水平由分工的状况来表现。首先是两性间的分工，接着是工商业与农业的分工、城市与乡村的分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最后是每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的分工等等。分工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更广泛的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社会的信息需要量逐步增大，同时，交往的发展水平也制约和推动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早期分工与交往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写道：“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3卷25页）

尽管人们对战争向来没有好印象，但由于文明水平的制约，早期民族之间最频繁的物质与精神交往却是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写道：“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46卷上册47页）。“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3卷26页）。因而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通过战争的交往而实现的民族融合过程。根据民族交往的三因素原理，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民族一般会融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不论战争中谁取胜，结果都是一样。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他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9卷247页）

交往是民族融合的黏合剂。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民族大迁移、十字军东征等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们打破了狭隘的交往关系，客观上实现了人类更大范围的交往和融合。他们写道：“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3卷83页）欧洲中世纪的法兰克王朝，是由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撒利法兰克人在古罗马的领地上建立的，他们不得不接受罗马遗留的文化，就此恩格斯写道：“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而很快就变成他
(1)

 所离不了的人”（21卷173页）。中国的北魏、元、清等朝代的民族融合，也属于这种情况。甚至在人种的发展上，新的民族交往也带来了人本身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了德、美、法、英等四个民族，肯定了法、美、英三个民族，而批评了德意志民族。他们写道：“个别国家的个人的精力，——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产生的精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已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从来没有移动过。”（3卷82页）

一个民族内部交往的进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同外部的交往，还取决于该民族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交往水平。一般地说，历史上的交往水平对新的交往方式的发展是一种制约因素，原因就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22卷360页）。而在几乎没有历史传统的地方，外来的移民最容易迅速融合为新的民族，建立起交往水平较高的社会，例如北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3卷82页）由于这种原因形成的民族国家，他们举出了公元前9世纪由腓尼基的移民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国、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黑海沿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前11世纪—前12世纪由爱尔兰和挪威移民建立的挪威属地冰岛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水平，比同时代其他地区都高得多。

既然交往水平的提高与否与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一个民族受到传统因素的制约，只要它有意识地克服这种阻力，注意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开放门户，吸取精华，同样可以使民族的内外交往水平得到长足的进步。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了法国人、北美人和英国人。他们说：“法国人、北美洲人、英国人这些大民族无论在实践中或理论中，竞争中或科学中经常彼此进行比较。而害怕比较和竞争的德国人，都是些小店主和小市民，他们躲到哲学标签的制造商为他们准备好的无比性这个挡箭牌后面去。”（3卷518页）这里批评了相反做法的德国人，在另外的地方，马克思还批评了19世纪的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而马克思称它是“陈腐的世界”。他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2卷587页）。显然，即使从一个民族的生存角度看，中国也必须对外开放，将自己纳入世界交往体系之中。

事实上，一个民族交往水平的进步，是民族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外部交往水平较高的民族对它的影响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1888年，恩格斯去北美旅行，分析了加拿大交往水平的发展，很实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写道：“这个沉睡的加拿大被兼并的条件将会成熟，那时曼尼托巴等地的农场主自己就会要求这样做。这个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本来就已经被兼并了一半：旅馆、报纸、广告等等全是美国式的。尽管会有抵抗，会有阻挡，但是灌注美国佬精神的经济必要性将会表现出来，并将消除这条可笑的边界线”（37卷87页）。这里他对加拿大被美国兼并的预见不够准确，但在加拿大的内部矛盾、美国物质和精神对其影响决定加拿大自身交往水平这一点上，恩格斯的分析直到今天仍被证明是准确的。在现代民族交往中，交往的主导方面不同于古代，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向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输送产品和传播文化，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外部意识影响一个民族内部交往关系的问题予以重视。他们认为，由于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影响，较为落后的民族内部矛盾的发展，可以不必经历自然发展那样漫长的时间，而较快地融入世界交往的体系之中。他们写道：“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卷83页）而进入现代社会。

如何看待现代比较发达的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包括战争），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由于不尽如人意而被有意回避，甚至遭到批评。例如苏联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第6卷的说明里，就认为恩格斯有关的论述是错误的，并且与他同时期的其他论述矛盾，等等。我国的研究者也许是怕“殖民主义”这个大帽子吧，几乎从未有人谈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方面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代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征服，从世界交往进程的发展角度看，客观上是一种付出很大痛苦代价的历史进步。所以他们一方面对征服者的残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同时又肯定了征服中文化和文明传播的历史作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时他们也有许多肯定生产力水平高的征服者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二者并不矛盾，思路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必须具有独立所必需的历史环境、政治与工业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民族交往中消失掉不足惜。

这方面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恩格斯的一些论述。他认为，应当肯定18—19世纪工业发达国家征服世界时客观上起到的传播文明的作用，特别是英国。他写道：“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谁呢？”（4卷424页或42卷393页）谈到英国入侵印度，他认为：“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当英国人到那里去并开始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时，印度人失去了谋生之计，这才开始摆脱自己的一成不变的状况。工人们已经离开故乡，并和其他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一次接受文明的薰陶。”（42卷472页）对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的作用，恩格斯说：“在中国
 这个1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42卷472页）

对于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恩格斯写道：“虽然像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就已经迫使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两个海湾，甚至迫使摩洛哥的国王踏上了文明的道路。”（42卷403～404页）对于德国历史上向北方斯拉夫人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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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扩张，恩格斯认为“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6卷331页），这个过程“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6卷332页）。对于美国吞并墨西哥的大片领地，恩格斯持支持观点，他写道：“在美洲
 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益的。”（4卷513页）他反问道：“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6卷326页）恩格斯晚年，发生了英国入侵埃及的事件。当时法国工人党集会向抵抗入侵的祖国党表示致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恩格斯则认为，不应当“袒护那个所谓的祖国党”（35卷344页），“我们可以反对英国人的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而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35卷345页）原因在于祖国党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

在这种民族交往中，被征服的民族或被同化，或经过文明的熏陶而获得独立，但无论是怎样的结果，都要遭受极大的痛苦。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他们看问题是从世界体系的进步与发展考虑的，从而将民族征服中的“恶”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承认“恶”推动历史前进的价值。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初法国入侵德国时就讲道：“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22卷31页）在谈到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他说：“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
 ，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42卷404页）马克思谈到英国对印度的入侵时，相当完整地表达了他和恩格斯的看法。他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9卷148页）“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9卷14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嘲笑了那些民族交往的泛道德论者。谈到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时，马克思在两相对比中实际上站在“恶”一边，他写道：“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2卷587页）当巴枯宁以泛道德论斥责当年德国对斯拉夫部族的扩张时，恩格斯轻蔑地说：“‘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6卷326页）

马克思晚年曾引证一位德国报纸编辑的话，说明自己看问题的出发点，即“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35卷303页）。他和恩格斯从这个高度对现代民族交往的认识，也许对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民族来说是不好接受的。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可以看到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卑鄙利益造成的整个民族的劫难、历史文化遗产的毁灭，但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出发，如果没有昔日的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美国向西部和南部的扩张，甚至包括西方大炮对旧中国的轰击，就不会有现代世界交往的新格局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以至有人可以把整个地球看作“世界村”。这股巨大的世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浪潮，在它处于端倪的时候，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抓住，并成为考察世界交往的出发点。


 二、世界交往

预告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位诗人但丁，就已经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他说：我的国家是世界。这种认识成了现代世界被发现的时代标志。“世界”取得真正现代的意义，开始于18世纪，它的标志是法国的《百科全书》和林耐的动植物种属分类法。到了19世纪，“世界”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巨大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类社会结束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开始意识到一切民族无不以某种方式同其他所有民族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便诞生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们指出了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趋势，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卷51页）

在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之间的隔绝，几乎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落后民族在入侵和战争后，尽管他们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和文化，但也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的国家处于一切从头开始的境地。生活在现代工业革命完成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重视交往的扩大，在于他们意识到这种历史上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到了开始结束的时刻。他们认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卷61～62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提出了“世界交往”的概念，这是对19世纪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程度和特点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他们考察各种精神交往现象的最高视角。

尽管当时的“世界”比现在小得多，但欧洲与世界各大洲的航路已经开通，电报开始使用，这些情况足以使眼光敏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感觉到世界交往的形成，并且以世界交往为新的标准看待一个人真正的精神财富。他们指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3卷297页）。“他被隔绝在整个的世界交往系统之外，因而得不到任何教育，结果就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孤陋寡闻的动物。”（3卷468页）“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一目了然。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3卷42页）换句话说，只有人们能够得到世界范围的最大量的信息，通过传播技术使世界各个角落近在咫尺，那时人们获得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财富，并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世界交往”的概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世界交往角度考察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卷39～40页）。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只有世界交往才创造了形成这一前提的条件，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
 、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卷39页）。世界交往下的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从而把各个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族彼此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致使每一个民族都受到其他民族变故的影响，因而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3卷39页）。这个推断并没有被实践所证明，但共产主义必须以普遍发展的世界交往为前提，恐怕并没有发生错误。列宁后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如果这种共产主义不扩大内外的交往，“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卷39页）如果这种共产主义不发展生产力，“那就只会有贫穷
 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卷39页）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性是相当准确的，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就应当努力扩大与外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自觉地纳入世界交往体系，为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9卷252页）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恩格斯称赞资产阶级所起到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这种作用包括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从而很大一部分人脱离了乡村的愚昧状态；使一切民族卷入到文明中来，从而民族交往转变为世界交往。在精神方面，他们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指出：“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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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在这里作广义解，包括所有精神产品。显然，他们在分析交往从狭隘到广泛、从民族到世界时，肯定或否定的标准不是简单地贴上“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等等的标签，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人类走向世界交往。

在“世界”的概念取得现代意义以前，一个时代最先进的精神交往手段并不是对每个人开放的。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卷104页）它常常被用来说明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然而这句话其实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是要说明，人类历史活动（包括精神交往）的主体，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壮大的。在古代社会，参与历史活动的仅仅是自由民；在中世纪，这个范围有所扩大，指的是有人身自由而不依附于领主的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参与历史活动的人才扩大到几乎全社会，产生了平等、人权的思想。就人类精神交往的发展而言，马克思写道：“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46卷下册88页）恩格斯也写道：“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19卷12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历史地看待交往的发展，他们重视先进的交往手段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不管这些手段是怎样用痛苦的代价取得的。他们批评分工，因为这是劳动异化的根源，但又指出：“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20卷197页）。“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20卷196页）马克思曾对古代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给予高度评价，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做出这样的论述：“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16卷405～406页）

人类精神交往手段发展到现代的水平，是以奴隶、农奴陷于几千年愚昧状况的历史代价换来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上层与下层的分工，才造就了历史上辉煌的精神产品。现代世界交往的形成，为结束先进的精神交往手段只为少数人独享的历史提供了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精神交往的现代手段（电报、铁路等等）成为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力量。每个人都必须卷入世界交往中才能生存，因而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新情况：“少数人的非劳动
 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46卷下册218页）由于社会分工的根本变化，与大工业同时产生的现代工人阶级便不同于历史上的奴隶、农奴，他们具有积极参与最先进的精神交往活动的本能意识，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他们就成为现代世界交往中继土地贵族、资产阶级之后的第三个战士，成为群众的主体。

19世纪仅仅是世界交往体系形成的世纪，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世界交往对人类精神交往发展的重大意义。10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预见。如今，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多芬的音乐、毕加索的绘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世界四大通讯社等等，早已不再仅仅属于某个国家、某个阶级，而成为全球居民共同的文化财富。当代的同步卫星、光导纤维通信，一开始就属于世界而不是某个民族。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深地意识到整个世界的联系，大战的结局完成了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的过程。于是，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全球范围的普遍的超民族的认同，正在取代民族国家内的特殊的民族认同，相应的超民族的文化正在取代民族文化而居主导地位。当代国际范围内的新的世界情报和交流秩序的争论，似乎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文明传播的观点相悖的，实际上这是在世界交往的基础上发生的新问题。如果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剑与火，全世界各民族纳入世界交往体系，发展中国家要求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现代意识便无法产生。这一争论恰恰建立在整体世界的概念之上。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坚持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交通电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范围的共同问题的意识，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
(4)

 “低效率的交往和沟通，或缺乏相互的理解，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的降临。这些关于人类末日的预言，比起一般的学说，无疑更能令人猛醒顿悟。”
(5)





————————————————————


(1)
 指法兰克国王。——引者注


(2)
 现在柏林、莱比锡一带。——引者注


(3)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0页。


(4)
 ［美］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


(5)
 同上书，5页。



第三章　人的本质与精神交往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上，但它却常常被人们仅仅理解为“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一种简单的客观性的结论。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被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第一句话，就强调了从主观方面、从主体的能动作用方面去理解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
 的或者直观
 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
 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卷3页）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绝不是死板的，而是生动的、丰富的。唯物史观考察问题的视角至少有以下三种：第一，说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第二，说明人类整体发展的过程；第三，说明人的个性的发展过程。由此分别产生了各个不同视角的许多论断和一系列的概念范畴。人的本质便是由第二、第三个视角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说明了精神交往的产生和发展的人的内在动因。


 一、人的自然本质与精神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过人与动物的区别，以说明人的自然本质。人会传通信息，动物也有传通信息的行为，恩格斯注意到经过训练的狗、马、鹦鹉在这方面的行为；人能够建造住所，动物也能够建造十分精致的巢穴，马克思注意到蜜蜂、海狸、蚂蚁在这方面的活动；人会改变周围的环境，动物也在不断地影响着环境，恩格斯注意到狼、山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人具有从事有计划行动的能力，动物似乎也有这种能力，恩格斯在猎狐时就注意到，狐狸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追逐者，甚至植物类（如食虫植物）都会出现有计划的行动。显然，在由于肉体需要而直接产生的信息传递、建造住所、改变环境和有计划的行动方面，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大。

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在于有自觉的精神活动和交往。恩格斯讲到这点时指出：“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20卷518页）马克思在谈到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42卷96页）在这里，他们把人的自然本质与肉体行为的直接需要区别了开来。人固然必须满足吃、穿、住、性行为等等肉体需要，但人的精神需要和交往，常常超越肉体的直接需要，而且也超越心理表层的直接满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动物这种区别的论述，昭示了精神活动和交往对人的本体论的意义。如果没有精妙无比、复杂难言而又奥妙无穷的精神活动和交往（均是意识的表现形式），人也就不再是人，只能与动物为伍了。所以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42卷94页）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活动和交往是人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人生命的展开部分。在展开之中，主体不断感知着外部世界，完善着心理结构，从而构成了主体生命的存在。

这样看来，简单地把精神活动和交往仅仅理解为物质活动的反映，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界定在线性因果决定论上，就不妥当了。从这样的理论出发，精神的价值可以仅仅解释为肉体需要的服务和调解，进而解释为精神交往形态，如文艺，仅仅是对某种主题思想的形象阐释；如新闻，也可以仅仅归结为政策的宣传。这种对精神的束缚，只能把人推向动物界。欧洲的中世纪，在精神上对人的思想束缚甚至超过了物质上对人肉体的束缚，因而马克思称“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2版3卷102页）。鉴于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依然受到异己力量的控制，无法完全表现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发展的整体意义上，把现在的人类史看作是真正人的历史的史前时期。他们还就此提出了未来斗争的目标，写道：“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2卷166～167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自然本质角度，提出在政治上争取人的精神解放的原因。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感性统一，“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3卷42页）。因此，精神活动和交往就不仅为着肉体人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精神人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精神活动和交往是相当丰富的。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2卷97页）“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
 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
 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2卷169页）在这种情形下，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就不仅仅包括一般的信息传递，还包括人的创造性思维、抽象思维、艺术审美和情感意识的绵延活动，变得多样化了。通过精神活动和交往，可以明显地表现出人是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文明情感与原始本能的多层次的复合载体。

尽管精神归根结底会受到物质活动的纠缠，人一旦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动物开始活动的时候，精神就开始具有独立的意义。从这个角度，马克思认为政治、艺术、语言、文学（广义）等等精神交往的形态“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42卷127页），它们是已经获得了的精神“生产力”（18卷682页）。恩格斯则把人的精神视为“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20卷534页），把思维着的精神看作“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20卷379页）。


 二、人的社会本质与精神交往

人的自然本质无论怎样讲都有些抽象，因为“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20卷513～514页）。恩格斯的这句话把人的自然本质引入了社会本质的范畴。现代的人总是社会的人，人进入了社会仍然是二重存在物，即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感性统一，但社会又要比自然复杂得多。

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许多东西是习以为常的，例如上班的路上遇到熟人，向其示意或问上一句：“你吃饭了吗？”其实对方吃饭不吃饭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通过交往，向其证明我与你的同一和我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认同可以从个人发展到更大范围——民族、国家、人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人的社会本质表现得简单而清晰，所以恩格斯说：“两个
 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42卷361页）马克思多次注意到两个人在一起时的交往关系，他写道：“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23卷67页）“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
 ，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42卷129页）彼得通过保罗认识到自己是人，反之也一样。这是由于双方处于社会之中，处于复杂的由一定关系联结的整体之中。人始终处在交往中观察新事物，也寻求与周围社会关系的保证和指引，同时向别人证实自己与对方的同一性和对其关系的了解。

即使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总得建立一定的关系才能生活下去。这种关系可能是认同，也可能是认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的荒岛上的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关系，属于二者兼而有之。他们似乎脱离了社会，但鲁滨逊得以教导和指挥星期五的行为本身，即说明他背后存在着社会的影子。当然，这种简单的关系是双方相互作用造成的，对自己的认识程度决定着对别人的认识程度，对别人的认识程度同时也决定着对自己的认识程度，每个人都把自己置于与对方的一定的制衡关系中。这是一种交往的相互知觉，并且是人的交往的起点。马克思在谈到“精神的传达能力”时，指出了这一交往的前提，他说：“我不能成为别人的什么，我也就不是而且不能成为自己的什么。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1卷90页）。

实际生活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由于血缘、文化、经济、政治的原因，人们才会发生社会交往，否则，两个人不过是各自存在的自然物。就此马克思写道：“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46卷上册194页）。例如由于商品交换的原因所产生的交往过程，马克思说：“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除此以外，不可能发生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46卷上册195页）再如由于社会政治原因所发生的交往和认可，马克思说：“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46卷上册220页）“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23卷72页）。社会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3卷35页）恩格斯还进一步说：“没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44卷174页）。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交往，那么就如恩格斯所说，“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34卷164页）当猿的畜群意识成为一种被意识到的本能，他们便成为人，并进入了社会。人的社会本身就是交往的一种结果。对此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7卷477页）“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6卷上册220页）这些论述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即社会是一种由于交往而形成的有机的网络组织。人们要有效地生活，除了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外，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在一定范围（家庭、部族、团体等等）中活动，才可能对个人生活做出调整，以求生存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是个持续努力的过程，各种挫折、痛苦、孤独、恐惧每每阻碍着单个人前进的脚步，这需要鼓励、希望、友谊、安宁等等，而这些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才能获得。例如个人所需要的生活安宁，恩格斯谈到过社会力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21卷45页）这是一种协作的力量，每个单个人无法达到，而组合起来的单个人，无须付出额外的力量，便会得到一种合力，个人在其中也就得以发展自身。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们丝毫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使社会发展起来，因为他们总是想作为孤独的人发展自身，因此他们也就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发展。”（3卷235页）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由血缘、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形式上的内容掩盖着的，人们习惯地就事论事。直到现代社会，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世界交往的大背景下，人们才认识到人作为人的这一层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从而马克思才能看到：“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42卷1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后，首先继承的便是这一现代思想认识的成果。

人的关系既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又高于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以1844年德国织工的起义为例，进行了论证。他不仅指出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更从中看到了人对人的关系的渴望与追求。织工们长期与社会隔绝，像牲畜那样地劳动，像牲畜那样地死去。但他们不能长久地脱离正常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于是爆发了起义。马克思就此写道：“工人自己的劳动
 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
 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
 本质。人的本质
 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
 。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由此可见，正像人
 比国家公民
 以及人的生活
 比政治生活
 意义更是无穷无尽一样，消灭
 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
 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2版3卷394页）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如果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压倒一切，人们不得不长期处于政治喧嚣中，表面上似乎并不孤独，而实际上人们的内心却处于孤立状态。马克思是在与工人的交往中意识到人的交往的重要性的。他从在巴黎工作的德国工人中看到：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人的交往，以至在进行政治宣传时，各种交往的手段本身变得比政治目的还重要，人们为了交谈而交谈（参见42卷140页）。可见，人的关系比政治关系更带有基础的性质。精神交往首先是人的交往，然后才是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等的交往。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人的交往既是最低层次的交往，又是最高层次的交往，它是社会关系中的起点，也是社会关系中的落脚点。

对人的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843年至1881年，马克思七次提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政治动物）。马克思解释说：“政治的＝城邦的，政治动物＝城邦市民”（45卷494页）。他认为，这个关于人的定义反映了古代自由人活动的狭隘；在现代，“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23卷363页）这说明，随着社会的进化，自由人的概念已经从古代有限的一部分人扩大到全体，现代社会的人更得在一定社会联系中才能生存，这一点是“构成人的使命的东西”（5卷284页）。马克思改述的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说明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6卷上册21页）。现代大众传播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的信息化，即基于人类转变为“社会动物”这一事实。

同样基于人是“社会动物”这一事实，马克思进而提出符合人的社会本性的交往要求，他说：“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2卷167页）正是从这个角度，他猛烈抨击了扼杀人的精神发展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以个别人的意见决定人的精神的存在权利。他诉诸舆论和时代精神，即是追寻社会力量的判断准绳。

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总结说：“人的
 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
 的过程中创造
 、生产人的社会联系
 、社会本质”（42卷24页）。这句话说明了人的精神交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因。同时代的达尔文也谈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谁都会承认人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不说别的，单就他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而喜欢生活在比他自己家庭更大的群体之中，就使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独自一人的禁闭是可以施加于一个人的最为严厉的刑罚的一种。”
(1)

 人在积极地建立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的社会本质，一旦割断他与社会的脐带，禁止他与社会交往，是极为痛苦的。达尔文讲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马克思本人曾注意到自己的女儿们缺乏家庭以外交往的痛苦，他对恩格斯说：“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29卷500页）人从家庭到社会，最早的社会联系是父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扩大到整个社会，这种社会联系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七次谈到单身牢房制度的残酷，都是从违背人的社会本性角度进行谴责。马克思指出：“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2卷238页）恩格斯也指出：单独监禁“通过孤寂的生活把人变成禽兽，……单独监禁往往把人逼疯；伦敦模范监狱在成立三个月之后就已经不得不交给疯人院三个疯子”（1卷701页）。这种情形的反面说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积极进行社会交往的本能，用强力扼杀这种本能，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毁灭；用阻力隔绝一个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则造成整整几代人精神上的压抑和愚昧。

也许有人可以举出鲁滨逊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可以孤独地生活下去。马克思对此的说明如下：“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46卷上册21页）除了偶然情况外，这个事例从另一个角度仍然说明了人的社会本性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是已经取得了的社会力量，才使一个有毅力的文明人得以在孤独的环境中顽强地生活下去。关于这类问题，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基齐昂的）就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引证他的话说：“坚强的人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因为他按本性来说是社会的，并且是参加实际活动的。”（3卷145页）

至此，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卷5页）就显得相当深刻了。这个观点从精神交往和人的本质关系的角度讲，可以用一句当代的话来表示：人是社会的全息。如果把“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块巨大的玻璃，那么在玻璃里可以看到一个人，不论玻璃碎成多少块，每片碎片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社会一切关系的体现者，他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形式，都带有社会的性质，这就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从事科学
 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
 ，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
 存在就是
 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42卷122页）在其他精神交往的形态中，如文学、新闻、宗教等等，人在其中都是社会全息的体现者，只是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而已。

人的交往在社会关系中是积极的，同时又无形中受制于这种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讲到一个农民在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例子。这种物质交往伴随着面对面的精神交往——讨价还价。从表面上，这是一种普通的交往，但它同时又是商品社会的社会关系无形中规定了的一种交往。人们的交往观念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精神交往就像社会的血管和经络，贯穿于社会关系之中。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3卷199页）。

但从相反的角度讲，离开了具体的物质与精神的交往，纯粹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了交往才产生社会关系，人通过积极的交往创造着社会关系。马克思谈到思维这种较高级的精神交往形式时说：“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7卷255页）在这里，人的思维又是社会关系的前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直接、间接（如通过大众传播）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的，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个人间的相互作用，视为现实关系的前提，他们写道：“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3卷515页）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所指涵盖面相当广泛；人的社会性也不仅仅指人生活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更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活动；个人参与社会的精神交往，也不仅仅由在生产中的地位和阶级关系来决定。精神交往本身承载着人类的文化，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说明人的精神交往、精神活动、情感生活及个性结构，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限的。文化传统、知识程度、道德观念、信仰等等，在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上对精神活动和交往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42卷12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时，为了反驳论敌而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强调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但还是注意到个性活动的问题。例如讲到人是阶级的人时，他们提醒说：“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3卷86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高度抽象地分析了商品交换，而当涉及生活中的商品交换时，他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只研究非个性的客观社会关系就不够了，“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23卷18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绝不是极为抽象和枯燥的几句话，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


 三、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恒久的现实，是那些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人以自己的全部感官和感觉占有着整个外部世界。从这个角度考察精神交往的过程，是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从这一角度看交往，每个人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他人，全面实现着自己的本质。这个过程被他仔细地分解为四个要点：（1）我把我的个性特点物化到了精神产品中（声音、语言也是一种物质产品），在这类产品和产品的交换中，我可以直接感受到个性的存在和传播我的个性特点的乐趣，并在我的活动中感受到个人的生命表现。（2）你在享受或接受我的精神产品时，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劳动或活动满足了他人（一般意义上的人）的需要，从而使我的社会本质得到了承认或物化。（3）对你来说，我又成为你与社会联系的中介人，因为人的社会联系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建立的。你会意识到我是你的本质的补充，而我则意识到你的享受或接受证实了我本身。（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创造着你的生命表现，而在我的个人活动中实现着我的社会本质。（参见42卷37页）总之，“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
 的器官和对人的
 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42卷125页）

在交往中，每个人都是从“我”出发的，“社会”是一种与人相对立的抽象。马克思从“我”出发来分析社会交往，因而贴近了生活。每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只要仔细回味一下自己的精神生产和交往过程，不难呼唤出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四种体验。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
 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42卷126页）。

要拥有上面的这种全面的交往，人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和他人。马克思写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
 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
 而占有对象。”（42卷123～124页）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人全方位与外界接触的所有社会联系的体现。人通过自己与外界交往的运动，将自己内在的社会本质力量转化到与之交往的对象身上，在对象身上看到自身，并使对象与自己认可或认同（即“占有”）。例如爱，只有当被爱者接受爱时，才是有力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精神交往的几乎所有器官和基本形式都讲到了。他还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
 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2卷125页）这里的全部感觉，不仅包含所有感觉能力，同时也包含所有感觉性质（显感觉和潜感觉）。他用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形容人的精神存在形式的多样化。对那些只承认一种表现形式为真理的论调，他反驳道：“真理像光一样”（2版1卷110页），“精神的实质始终
 就是真理本身
 ”（2版1卷111页）。以人的全部感觉作为研究人与外界交往的基础，而不仅仅局限于阅读、听或看，这是马克思把握人的精神交往胜人一筹的地方。

在实际的精神交往中，马克思讲的这种完整的人的交往是不多的，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必需的前提，即精神交往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如果这种交往是迫于外在的需要，而不是内在自然的表现，那么交往过程的四种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扭曲。例如不得不为了金钱或由于强加的政治主题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在强力的迫使下进行是与非的两难选择等等，都会从反面使人感受到对完整人的本质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珍视人的自然天性的发挥。马克思反问道：“难道被贬低到行业
 水平的新闻出版能忠于自己的特征，按照自己的高贵天性去活动吗？”（2版1卷192页）当要求人们对某一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时，恩格斯指出：“这是十分不近人情和极端违反人类本性的做法”（1卷700页）。马克思曾前后三次用几乎同样的话讲到英国诗人密尔顿创作《失乐园》的动因，他说：“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
 天性的能动表现。”（48卷53页）当然，在说这些话时他们不会不知道精神产品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政治的或阶级的倾向，但他们更注重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的本来意义，因为人的活动比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更广泛而深邃。

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是通过大脑动员全部感觉器官与外界的交往达到的。人的大脑和感官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即构成一部人的精神交往的发展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这一历史作过论述。恩格斯认为，人脑的发展与人的感觉器官的发展密切关联，由于大脑和感官的综合作用，才使人在与外界的接触中远远超过了动物。他指出：“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20卷513页）恩格斯还谈到触觉和人的抽象能力、推理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人比动物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主要由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逐渐由被动到主动，由盲目到自觉。人最初的感觉，所依靠的是现实对象传递过来的能量，这些能量一般构成了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的感性经验。随着人的社会逐步形成，人的本能感觉上升到思维，并且与感官一起以全面的方式占有着自己的本质。“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2卷126页）马克思的这句话很精练地概括了人自身感官从何处来的问题。

也许是一种偶然的次序编排，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感官时，总是把眼睛放在第一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这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也是这样。他说：“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23卷89页）眼睛对外界信息的接受最快，并且具有全息的性质。人所获信息的大部分来自视觉，看来马克思了解这一点，因而多次把报刊比作“随时睁开的眼睛”
(2)

 、“无处不在的眼睛”
(3)

 。其次是耳朵，耳朵的发展与发音密切相关，就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和交往而言，耳朵是最重要的感官之一。例如欣赏音乐，马克思说：“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48卷57页）他还注意到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一句话：“理智是通过耳朵而来的。”（11卷305页）不论何种感官，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因接触对象的性质不同而有各自的接收方式。“眼睛
 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
 ，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
 的对象。”（42卷125页）

事实上人与外界的交往是各种感官和感觉的综合运用。人的感觉不仅表现在感官和机体上，而且还表现在被现实无限充实着的知、情、意、想象、灵感以至幻觉等等的综合思维上。通过这种综合运作，表现着人对自身的全面占有和主体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即使是自身传播这种交往现象，也需要人的感官和感觉全部运动起来才能完成。马克思在说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关于“一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的观点时，对这一“报道”过程作了论证，他写道：“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地从它们里面涌现出来，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自然在听觉中听到了它自己，在嗅觉中嗅到了它自己，在视觉中看见了它自己。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照亮了现象界。”（40卷232页）仅有思维运动而无感官的运动，自身传播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人是有感情和幻想的社会动物，因此精神交往表现得十分复杂，例如恋爱时人的交往就与常态恰恰相反，越是语无伦次越是准确地表达了意思。马克思写道：“热恋所造成的词不达意和语无伦次博得了被爱者的欢心，因为有反射作用的、一般的、从而不可靠的语言本性获得了直接个别的、感性上起强制作用的、从而绝对可靠的性质。”（42卷183页）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那些不达意的词汇，而是一种全身心倾注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中，也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直接反映自然，例如马克思谈到的诗句的特点：“在诗的语言中还有这样的说法：铁在熊熊烈火中劳动，或者在锻锤的锤击下呻吟，劳动。甚至铁在呼号呢。”（26卷Ⅲ册195页）这里需要的也不是直接反映自然，而是一种艺术幻想。许多对外界的感受，还需要思考，例如看太阳，马克思曾注意到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一句话：“太阳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是很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且是对几何学有了完备知识的人；太阳在伊壁鸠鲁看来只有约莫两尺大，因为据他判断，太阳只有看起来
 那样大。”（40卷200页）显然，人的感官必须与思维共同运作，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按照马克思的区分，人通过感官和感觉对世界的掌握（也是交往），有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如意志、爱）的四大类。人的精神交往不仅仅是苍白无力的信息传递，而且灵气横生，处处显示出自由自觉的能动性。马克思说：“多样化使人愉快”（26卷Ⅰ册276页）。交往的多样化也是如此，它使人感受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发挥。正是人的交往能力不断运用，才使得人的感官更加灵敏，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体验。就此马克思归纳为以下的一段论述：“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
 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
 本质力量的感觉
 ，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42卷126页）这使人想到当代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讲的同样的话：“多样性和可能性是人的感觉中枢固有的，这真正是通向人类最高才华的钥匙，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是人类有机体的真正的结构。”
(4)

 可是二者相距了整整100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没有广播，也没有电影和电视，主要的社会性交往手段是集会、报刊、戏剧、通讯社、电报等等，而他们关于人对自己本质占有的理论，却设想着人们的眼睛、耳朵等感官的综合运用，思维与感觉的完整体现，这为现代的广播电视理论提供了值得回味的深层次的哲理。


 四、“需要的人的本性”与交往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与社会需要相关联的精神交往；在运用这些原理时，则简单地据此要求各种精神交往的形式（文学、戏剧、新闻等等）只能为社会需要服务，忽视了人的需要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并没有将“需要的体系”的认识停留在社会需要这一层次上，他们在考察人的本性、人对自身的全面占有时，又进一步研究了“需要的人的本性”（42卷120页）与精神交往的问题，使“需要的体系”的基本观点得到了深化和丰富。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过程中，人也创造着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这种生产及其带来的精神交往，是人远远高过动物的标志。从人的本性的角度看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那么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常数，这种需要的多样化、开放性和因此具有的自我超越性，使它不同于动物式的欲望要求，而表现为一个横向无限开拓、纵向不断创新的有机系列。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个体需要，并且是“从自己出发”产生的，每个人的社会联系亦是直接由这种需要而建立，尽管个体需要有具体的社会作为背景。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
 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
 的过程中创造
 、生产人的社会联系
 、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
 和利己主义
 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42卷24页）利己主义在这里不含贬义，是个中性概念。

在研究人的需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需要
 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
 要发生相互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3卷514～515页）马克思多次谈到人是“喜爱交往的存在物”（42卷19页），“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42卷134页）。恩格斯也指出：“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42卷360页）。也许交往的当事人意识不到，但人们的交往绝不是为了点缀，而是一种生命的要求，它使人类产生永远追求的力量。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精神交往的论述中，实际上谈到三个层次的不同需要的表现。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表层的满足，马克思曾引证英国17世纪经济学家巴尔本的话说明这种情形：“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23卷47页）。而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就如马克思所说，是人“以全部
 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2卷125页），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这里涉及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实质问题：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把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在对象世界中转化为肯定自身的需要。

较高层次的人的精神交往，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不断获得肯定自身的信息，以维持主体的心理平衡，并感到满足和愉悦。一幅精彩的画面、一首美妙的乐曲、一条好消息，往往会使人得到一种满足，便是这个道理。这种人对信息的需要，虽然表现为受动，它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42卷124页）它表现为人内心的、心理的、精神的需要，不能靠外部世界来滋养，并且超越肉体的直接需要，有时也超越人心理表层的直接满足，而上升到对人的整体实现的痛苦追求。因为人除了自然的心理表层的满足外，在精神交往方面还需要进行生命搏击的勇气、安宁、慰藉、信心、友谊、对生活价值的感受、对事业成功的把握等等。当然，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带来的效益是不同的，它或是一种知识、认识及思考，或是一时的兴奋，而综合性的艺术信息，则如恩格斯所说：“构成生活享受的最内在核心”（41卷305页）。

在更高的层次上，人还有一种从对象世界的相反方面获取自我肯定信息的功能。在谈到人对社会异化现象的认识时，马克思曾指出了这种情况，他说：“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
 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
 和真正的生活
 。”（42卷172页）这种高级的内在的精神交往活动，与人的文明程度和知识水平同步发展。关于这个道理，马克思引证过17世纪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话：“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23卷675页）

当然，即使在原始时代，人的物质需要以外亦需要精神交往，寻求心理平衡，这种交往的典型表现是神话的传播。神话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6卷上册48～49页）神话及与神话相联系的巫术、原始宗教等等，深切地流露了人的精神本质：强烈的情欲冲动，对生与死的疑惑和恐惧，渴望对世界的支配等等。原始人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代一代地口传着关于自己部落的神话，只是因为神话使他们发展自己、征服自然的意愿得到一种象征性的满足。对这种精神交往的需要，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详细地进行了探讨。

无论以思维的方式，还是以感觉的方式来肯定自身，都会给人带来满足和愉快。在这个意义上，对精神交往的满足也是一种“消费”，并且显然高于物质消费的层次。从这个角度，马克思对精神交往需要进行过较深入的分析。他以音乐为例，指出：“音乐家给我一种美的享受，我购买他的演奏”（47卷152页）。“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26卷Ⅰ册312页）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如果他真正进入境界，也会有如听音乐那样的精神交往感受，他的心灵越超越实用的领域，越得到心理补偿和情绪升华。读报纸听新闻时，人们急于想知道要了解的事情，也有相似的情形，只是表现层次低一些。

以上的情形说明，在满足精神交往需要的同时，消费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在创造精神交往的新的参与者。仍以音乐为例，马克思说：“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46卷上册264页）。音乐感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因而钢琴演奏者实际上也创造着再欣赏的人。对于其他信息的交往，情形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欣赏或接受信息的人，精神交往便无法扩大和发展。“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
 意义”（42卷125～126页）。

从消费和再生产的角度看问题，人的精神交往的进化和扩大，也可以说是消费和再生产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精神产品（一部分与行为不可分割）的精致化和欣赏者或接受者水平的提高与扩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不断呈上升的趋势。以消费为视角，情形就如马克思所说：“消费在观念上提出
 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46卷上册29页）“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46卷上册29页）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具有特色的大众传播媒介，会有从少到多的稳定受众这样一种现象。

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比物质交往的需要微妙、复杂得多，马克思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曾经深入分析了人们在满足自己精神交往需要方面的主动性。从这个角度看，有些精神产品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的、阶级的或党派的背景，却能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和心灵的象征，成为接受者生活经验和情感振动的诱发剂、暗示力，或叫表现媒介。这是由于“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2卷97页）。这里的再现自身和直观自身，是一种自我认识，有些像用镜子反射自身，接受者在精神产品中看到了与自己的固有观念和欲望顺行的一些东西，就会接受这种产品（包括与行为不可分割的产品，如表演、播音等），并通过它们激起自己的情感表现和经验联想。例如马克思讲的具有“永久的魅力”的古希腊神话，即是由于现代人对它仍有感应，在其中可以看到、认识和再现自身而经久不衰。这是一种异质同构性质的肯定性情感反应，它不求生活经验和情感内容的完全契合，只求结构特征的相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少精神产品便有可能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接受者建立联系。海涅曾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它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
(5)

 马克思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补充说，决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曲解”，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叛（参见30卷608页）。

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角度看问题，人们读报纸，除了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动因。在分析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人们追求较高级精神交往需要的顽强性。人一旦成为人，就很少直接用肉体需要来解释行为了。所以恩格斯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20卷516～517页）于是，形成了人的种种追求，而主体精神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就处在种种追求的张力之中，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一旦实现，马上就会出现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的需要。马克思把它看作一种规律性现象，指出：“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
 。”（47卷260页）恩格斯十分赞同的俄国作家拉甫罗夫所说的一句话，也说明了这个意思：“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
 而斗争”（转引自34卷163页）。

最低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是物质需要的附属品。例如，饥肠辘辘的人吃了一顿饱饭后，就会感到一种很少有的心理满足，这种精神的感觉就如马克思分析的：“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
 只具有有限的
 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42卷126页）。当人走出这种境况时，交往立即成为一种追求的目的。马克思曾谈到他1844年对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的观察，他们那时便处于这个阶段。他写道：“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
 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42卷140页）。

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工业生产的高涨使工人的精神交往逐步带有“享受”的性质。马克思1857年指出：“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46卷上册246页）五年后，马克思又指出：“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48卷12页）可以看出，人们的精神交往需要发生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当一种精神交往从偶然的“享受”变成必要生活资料时，新的更高的精神交往需要又会走到面前。

一旦较高级的交往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而由于外力的压迫又暂时丧失，人们就会用较低层次的交往顽强地表现自身，并追求丧失了的较高级的交往。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使法国工人获得了公开的俱乐部、报刊等较高级的交往手段，当这些交往被取消时，情形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公开的俱乐部
 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
 就随之愈益普遍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
 生产协会
 ，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7卷84页）“至于城市工人，要完全堵塞他们读报的渠道是不可能的，即使禁止发行廉价期刊，他们也会通过增加秘密团体、秘密辩论俱乐部等的活动来填补这块空白。”（44卷24页）这种情形说明，已经形成的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本身是一种需要的追求，人们是不会只满足于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的。长久地得不到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的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就会失衡。

当人们把自己投入到外部世界去生活时，需要延伸他们的生命。除了物质生产以外，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使人认识到自身并发展自身，超越现实。于是，精神交往的需要便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供人研究的领域。为了更高的精神交往的享受，人们不断地用完善的心灵包笼着世界，艰难而又顽强地表现着人要求全面发展自身的意向。精神交往需要的层次递进和这些需要的交错网络等等，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



————————————————————


(1)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
 ［美］诺伯特·维纳：《维纳著作选》，3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5)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31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第四章　交往媒介——语言

语言是除了人体以外的人类精神交往最早的也是基础性的交往媒介，因而恩格斯把语言知识看作是人们交往的杠杆，他指出：“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古代语言的知识和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至少给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20卷34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促成了现代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建立。他们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其中贯穿着对语言学成果的运用。他们从年轻时代起，就对研究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克思指出过好几位语言学大师的失误；恩格斯的语言学造诣更为深厚。20世纪20年代，德国语言学教授弗格林和他的学生们在莱茵河流域进行大量的调查，弄清楚了中世纪各种法兰克方言的分布情况。1935年，恩格斯的遗著《法兰克方言》（1881年）发表，弗格林惊讶地发现，恩格斯在19世纪就已经得出了与他的研究成果大体一致的结论。马克思称恩格斯为“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者”（32卷24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论述，吸取了大量前辈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对语言这一最古老而又最现实的交往媒介，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一、语言的产生

人从出生起，就接受着上一代人传下来的语言形式，所以马克思在谈到个人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42卷122页）。但语言绝不是人出生时才形成的。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结论是：语言是人们交往需要的直接产物。他们说：“语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卷34页）恩格斯具体说明了语言产生的历史过程，他写道：“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
 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20卷512页）。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也多次谈到语言的产生，他说：“孤立的个人……不可能会说话。”（46卷上册483页）“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46卷上册489页）“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46卷上册21页）如果对语言的产生作一较为抽象的概括，那么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的：“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23卷91页）“社会”在太古时代所指的范围很小，如家族、部落等等，因而他也用“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46卷上册489页）这一表述来概括。

在自然状态下，动物不会感到不会说话是一种缺陷，它们与自然是同一的。而人的语言涉及的内容则要超越自然，带有情感、抽象等等人的交往独有的性质。恩格斯就此将人与动物进行了比较，说明超越自然的精神交往与语言产生的联系。他考察了多种经过人驯化的动物，发现马、狗等经过驯化后，它们获得了对人的依恋、感谢等表现感情的能力，并且对语言的反映变得敏锐了，这种能力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具备的。他说：“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
 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20卷512页）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学会了极力表现交往的欲望，例如鹦鹉，尽管它的发音器官与人的根本不同，但恩格斯告诫说：“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20卷513页）如果把这种现象推回到从猿到人的进化年代，这很像人的语言产生的前兆。不同的是，现在的驯化动物有说话的欲望是人为造成的，它们已经定型的器官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几年内经历从猿到人那数百万年的变化过程。

语言产生的标志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是音节。音节是语言结构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根据发音时肌肉的松紧而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片断。有的动物也能发出声音，并用于传递信息，这种声音与语言的不同处在于，人的语言依靠音调的抑扬顿挫而能够分出不同的音节。所以马克思说：“除了通过一定量的音节，就无法‘表示
 ’或‘表现
 ’一种思想。”（26卷Ⅲ册157页）恩格斯则称人类的语言是“音节分明的语言”（20卷373页）或“分音节的语言”（20卷512页），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了人的语言和动物的声音。

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的蒙昧时代，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旧石器时代。但马克思纠正了摩尔根把火的运用列入次要发明的看法，而把它视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发明，就此他谈到了语言的出现过程。他写道：“当人类还不知道用火
 时，并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人类在蒙昧期缓慢地几乎是觉察不出来地向前发展：由手势语言和不完善的语音
 进步到音节清晰的语言
 ”（45卷379页）。这样，马克思就把语言的诞生划分为三个漫长的阶段：手势语言、不完善的语言、音节清晰的语言。这里的手势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非语言符号；不完善的语言是一定的声音和非语言符号相配合的信息符号；音节清晰的语言则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完全替代前两者，使人类的交往能力出现巨大的进步。恩格斯也对摩尔根的论述作了补充，他从人的交往角度考虑，强调语言的产生在蒙昧时代的重要地位，指出：“分节语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21卷33页）

人类的语言将事物抽象为一定的音节，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马克思对此进行过研究。他认为，人们是在世代不断重复的经验活动中完成这一抽象的。最初人与动物一样，不断地重复消费着满足自己需要的外界物，“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19卷405页）。他以“财物”这个词为例说，人们也许会用其他音节组成的词来称呼它，但这个词汇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因为财物对人们有用，人们才赋予它名称。较为抽象的词汇也是这样产生的，他举出“价值”这个词说：“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9卷406页）。

马克思还注意到某些词汇的产生与外界对感官刺激的关系，例如物质的色彩对词汇的影响。他谈到金、银这两种物质时，写道：“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13卷145页）“金、银等等的词源
 （见格林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快就转移到一些词上的关于色泽
 、颜色
 的一般概念。银——白，金——黄……青铜和金，青铜和铁可以相互交换它们的名称。”（46卷上册127页）如果看一看现在的英语和德语（均属于西日耳曼语支）中的金（gold，Gold）和银（silver，Silber），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既是金属名词，又是颜色名词，并且带出一连串的与这两种颜色相关的词汇。同印欧语系演进方向完全异样的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显然，不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语言的产生，它都是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产物。在这点上，威·施拉姆的结论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认为：“语言是由于感到有必要把各种事件和经验抽象化而产生。”
(1)

 马克思和恩格斯显得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们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感到有必要”的具体条件。为此，他们特地分析了一个人得以开口说话的五个条件，即“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3卷158页）。


 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的提出是由一场论战引起的。当时一些德国的哲学家不仅把思维，而且把一定的语言看作是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企图寻找一种凌驾于一切词汇之上的词、一种不能说出来的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语言
 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3卷525页）“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也就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3卷528页）。在这里，他们论证了两个问题：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思维与语言同轨迹。对于第二点，他们在另一处讲得更为明确，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
 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卷34页）这里他们不仅说明了什么是语言，而且说明了语言与思维、意识不可分割的特点。其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都可以感觉到，人一旦作为人在思维，就离不开语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结论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思想、观念、意识“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3卷29页）。精神生产“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3卷29页）。

和人的存在相联系的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人类存在前和人之外的自然界；第二世界是人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第三世界是以前面两个世界为基础的人的精神世界。语言即属于第二世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思维与语言的同轨迹，而且进一步认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
 ，是感性的自然界。”（42卷129页）感性的自然界即人的对象世界。但是，语言和其他对象世界的事物（如粮食、工艺品、货币等等）不同，人的精神世界通常要以语言这种物态化的信息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当有人把货币的媒介作用比作语言时，马克思批评了这种类比，他说：“把货币比作语言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46卷上册109页）商品一旦作为货币（例如贝壳、金、银），它本身的特性就消失了，而语言作为媒介物，它的特性与观念融为一体，就像人的影子与人一样不可分离。

当然，物态化的信息符号不止语言一种，还有其他各种形式，例如恩格斯就曾把自然科学和音乐列入“多多少少不受语言制约的领域”（45卷177页）。但在信息符号中，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轻便、时空限制小，因而有“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可以替代任何非语言符号来表达信息。例如可以用语言表达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但是非语言符号却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替代语言符号。语言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成为人精神交往的最基本的手段，马克思把语言看作“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是恰如其分的。

既然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那么语言就成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种标志。语言的发展水平对人类思维有决定性意义，不同的语言形态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反之，各种文化形态又透过不同的语言反映并流通于世。特别在前文字时代，人类的历史，包括精神交往的历史，仅仅存在于世代相传的语言中。换句话说，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即当时的思维特征和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理解古代社会，经常通过词源学的考证获取远古的历史材料。例如关于母权制和国家的产生这两个历史事实，马克思除了对古希腊和印度、埃及、西欧的古代史进行研究外，还把语言作为旁证。他写道：“至今人们还说：母语
 {Mutterzunge}，祖国{fatherland}；语言
 仍然属于母亲。”（45卷561页）由于出生时所学会的语言是母亲传授的，因而这是远古时代认母不认父的原因之一。德语中的母语一词，就是母亲（Mutter）和舌头（Zunge）两个词组成的。国家的形成，与父权制的确立有关，因而在英语中，政治意义上的祖国一词，由父亲（father）和土地（land）两个词组成。这里不涉及英语中故乡意义上的“祖国”（motherland）一词。

哲学中的“一般”与“特殊”这两个词，被一些哲学家们看得十分抽象，认为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纯粹头脑的产物。经过马克思的考证，抽象的词也是十分具体的古代人实践和交往的产物。他说：“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
 ）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
 ）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32卷53页）显然，一般和特殊的概念产生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初期，概念的抽象恰恰是当时生活的反映，与当时的物质和精神交往的需要有关。

再看familia这个拉丁词，通过对它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家庭的起源并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结果。他们考证了古罗马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和同时代的古罗马专家的著作，认定“familia一词的原义与成婚的配偶
 或他们的子女
 并没有关系”，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奴隶和仆役的团体”。他们指出：“这个词被引入拉丁社会，用来表示一种新的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领把妻子儿女和一定数量的奴仆置于父权之下。”（45卷366页）从这一考证马克思得出结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21卷70页）从这类考证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思维发展到哪里，语言在词汇上也表现在哪里。

由于语言与思维同轨迹这一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常常对一个时代的语言进行综合分析，以认识这个时代的全貌和交往情况。例如古代拉丁人部落来到意大利前的生产特征，马克思便是借助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而得出结论的。他写道：“人民的生存并不依靠农业。原始语言中只有少量词汇涉及农业
 。”（45卷528页）关于最初的政治术语的产生背景，恩格斯从词源学角度进行综合考证，鉴于拉丁文的法律一词原意是“收集”，希腊文中的法律一词原意是“我在牧场上放牧”，因而他指出：“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36卷297页）

世界是生活在语言环境中的，多姿多彩的民族语言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存在的理由，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与外界交往的产物；民族的历史、对于环境做出反映的各种经验，都凝聚在自己的语言中。因而雅·格林在他那本经常被马克思提到的《德意志语言史》中说：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马克思经常进行词源学考证，恩格斯的多篇语言学著作更是充满着词源学的考证。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爱好，而是在于利用语言和思维同轨迹、语言是人的感性的自然界，研究一个时代的交往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的世界观。


 三、作为人类群标志的语言

在《圣经·创世记》里，曾经讲到人类想齐心协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别塔”，这使上帝大为恼怒，预感到一种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于是，他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人类群之间互不理解，互相战争和争吵，塔的建造便无从谈起了。这则神话从侧面说明了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即马克思讲的“语言的异族性”（46卷上册109页）。语言是在各个彼此没有接触的人类群（部落、家族、民族）中形成的，因而世界上有数万种不同的语言。马克思在谈到《圣经·创世记》时，就注意到由语言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他进一步指出：“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46卷上册489页）恩格斯还注意到同一民族内部不同的支系，指出：“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1卷105页）。在这里，他们都谈到一个考察语言的新角度：语言是或大或小的人类群存在的标志。

不同的人类群之间接触越多，语言越接近；相反，则越疏远。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根据语言来判断人类群之间的血缘关系。马克思在考察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时，就使用了这种分析方法。他说：“凡是说同一语言各种方言的印第安部落，不论怎样扩展他们共有的地域，其领土总是相邻接的。人类所有的部落，凡是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大体上也是如此”（45卷430页）。恩格斯从印第安的语言与部落进而考察欧洲民族间的关系，发现其情形是相同的。他写道：“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21卷105页）。

根据上面这种规律性现象，马克思考察了几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关于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起源，他根据那里七个部落迁徙的传说得出结论：“七个部落有着共同的起源，因为他们使用相近的方言
 ”（45卷479页）。在分析希腊半岛古代众多部落的关系时，他也根据语言而判断：“在所有这些地方，希腊部落总是以操共同方言的氏族的存在为前提的。”（45卷496页）至于已经分散地住在相隔很远的森林中的古日耳曼人部落，马克思是根据他们的相同的语言特征而判定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他写道：“他们的自在的
 统一体体现在他们的家世渊源、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当中。”（46卷上册480页）显然，从语言学的分析入手，是解开民族形成史的一把钥匙。

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人类群一致同意的历史体系。同一人类群的人必须讲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这种不断的交流不知不觉地稳定着语法，增加着词汇，创造着文化。不同人类群的语言反映出文化上的差异，语言是民族文化唯一的共同特征。对此马克思简洁地概括如下：“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的东西……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
 。”（46卷上册489页）这种语言即是马克思讲的“母语”。每个人在孩提时代听到学到的语言，是唯一能够把本民族的生活和经验中富有诗情画意的东西带进心田的语言，它在心中点燃了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第一支火苗。因而，几乎每个民族都常以自己的语言十全十美而自豪，只有十分清醒的人才会意识到本民族语言阻碍民族精神发展的另一面。

恩格斯就属于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他对自己的母语作出了中肯的分析，指出：“德语在日常生活中很笨拙，而在处理最困难的论题时却非常灵活——这是德国人在多数领域中都有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而德国人的大量产品却异常低劣的部分原因（或表现？）。……伟人的天才被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贫乏所抵消，因此，把德国人描写为‘思想家民族
 ’是最没道理的了。”（45卷177页）这是少有的从语言角度考察一个民族精神生产特点的实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推动着本民族的精神活动，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限制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发展。

从人的精神交往角度考察语言，也存在两面性。语言本身是交往扩大的产物，但它一旦成为某一人类群存在的标志，又会阻碍这个人类群与外界的交往。语言导致人类群更加复杂的文化行为的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世界里，外部环境被人为地划分；对同一事物，由于语言对它的不同称呼，而在人的头脑中被分裂了。例如“德意志”和“日耳曼”这两个所指相同但称呼完全不一样的词，就是由于民族间缺乏沟通而造成的。恩格斯就此写道：“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21卷105页）语言将人类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共同体，常常起到文化隔绝的作用。马克思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研究阿兹特克人的联盟时指出：“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在氏族制度下，语言的障碍
 使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由于语言的障碍——阿兹特克联盟的殖民者也不能同化所征服的部落。”（45卷482页）语种亲缘近的部落间尚是这样，语言上几乎没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之间，语言的障碍更为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有较多的类似之处”（46卷上册109页）。对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初西方新概念在中国语言库找不到相应词汇的苦恼，也就够了。严复谈到他翻译《天演论》时，“一名既立，旬月踟蹰”是完全可以体谅的。为此我国的翻译家们不得不借助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日本语，从那里转引入844个现代汉语词汇。马克思讲得很有分寸，他称翻译仅使观念有“较多的类似之处”，而不是完全相同。因为翻译本身不能不是一种对外来语的同化过程，所以两种亲缘很远的语言之间，即使努力忠于原文，原有的信息也多少会扭曲或衰变一些。

人类群的语言造成了文化的隔绝，也就造成了利益冲突，冲突本身又成为打破隔绝局面的契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同语言的人类群之间的交往主要有战争与交易这两种形式（参见3卷25页）。这两种形式显然很难把语言上亲缘关系很远的民族融为一体，但却有将语言上亲缘关系近的人类群融为更大整体的巨大能量。马克思就这种情况写道：“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的各部落都能够相互了解通话，能够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也知道，由于出自共同的世系，应当把彼此看作天然的同盟者。”（45卷433页）这是一种新的统一的语言作为更大的人类群标志的起点。


 四、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两条十分明显的语言发展线索：一条是种数不多的原始语言不断分化为众多的语言和方言，由于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交往不发达，因而语言的分化经历了数万年以至更漫长的时间；另一条是众多的语言和方言融合为不多的带有更大范围的或世界性的语言，这主要是近一两千年的事。前一种变化的主要条件是人类的繁衍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后一种变化的主要条件是大的区域性或世界性交往的形成。

人类在远古时代，当一个狭小的地区不可能供养较多的人时，为了种的生存和繁衍，部落必须分化，这是早期氏族组织的特点，特别在领域广阔的地区，氏族的分化更快一些。于是，一条人类语言分化发展的线索便呈现在语言学家们的面前。马克思赞同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这一发展线索的分析，并做了以下综述性笔记：“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离的倾向
 ；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又加强了分离倾向
 ，而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及其所占据的广大地域
 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口语
 ，虽在辞汇上
 是非常稳定
 的，在语法形式上
 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保持不变
 。在地域上
 ——在空间上——的分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这就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于各自独立。北美和南美的大量的方言和语言
 {stocklanguages}，除爱斯基摩语而外，大约都是起源于一种原始的语言
 ，它们的形成
 所需的时间
 ，要用文化上的三个时代来衡量
 。”（45卷426～427页）这三个时代指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历时数万年。

为论证这一结论，马克思的笔记记载了多项实例。例如密苏里州的八个印第安部落，根据它们的方言，就可以往前考证出它们来自同一个“根”。马克思说：“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假定它们是从一个原始部落分化出来的
 。”（45卷428页）在活动相对狭窄的地区，同样也存在着这种语言的分化，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笔记补充说：“聚居在一个比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21卷119页）。

当人类群的语言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扩大，人类的语言又逐步呈现出另一条发展的线索：语言的融合。这种融合首先发生在语言相近的部落，例如19世纪美国印第安易洛魁人联盟，就是一种初步的语言融合现象。它的特点如马克思所说：“联盟以氏族为基础和核心，以共同语言（其方言仍能互通）为其方圆的范围；……具有共同语言，才有可能成为联盟的平等成员。”（45卷439页）这种初步融合的发展，便是民族的形成。马克思以希腊阿提卡氏族的形成为例，说明了语言融合的第二步过程，他写道：“阿提卡的四个部落……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地域
 ，它们已溶合
 为一个民族｛nation｝；但是在更早的时期，他们大概只组成部落联盟
 。”（45卷495页）

一旦形成民族，语言便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民族标准语（又称文学语言、散文语言）的产生。在较小的民族内，方言归于消亡。例如希腊，马克思写道：“这些希腊部落溶合为一个民族，集中于一个小地域内，结果必然使方言的差异归于消灭
 ，而后来文学语言的产生更加促进了这一点
 。”（45卷507页）在较大的民族内，方言虽然存在，但知识界已有了通行的标准语。民族标准语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其中的曲折和反复相当多。标准语一般不是一种新形成的语言，而是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等的综合原因，以某一方言为主，在民族内部长期交往中确立的。在希腊，标准语形成较早，它就是阿提卡方言，恩格斯说：“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21卷119页）但是，希腊毕竟是个狭小的地域，希腊民族是在共同方言的基础上融合成的。一旦问题涉及不同语系、语族的交往和融合，情况便表现得极为复杂。罗马人的入侵，曾使希腊的民族语言几乎消亡了，恩格斯就此写道：“凡在希腊语未予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讹误百出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21卷168页）这一痛苦的悲剧却带来了大区域内的精神交往的巨大进步，使得欧洲在后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至少上层知识界有了共通的语言——拉丁语——进行直接的交往了。

在以往的各民族的交往中，语言的融合往往伴随着入侵，较落后的民族对较先进民族的入侵，虽然前者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语言上却常被后者融合。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许多，其中以民族大迁移的结果最为典型。他们指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3卷83页）。中国内部的满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满族人学会了汉语，而满语则消亡了。

如果是较先进的民族入侵较落后的民族，语言的融合要看两个民族的力量对比和各自语言的生命力强度。有时双方原有的语言互相影响，融合为一种新的语言，例如早期的印度语言，马克思记载道：“一支文明民族——婆罗门人
 ——和一群野蛮人溶合了，前者的语言便溶化在上述各部落的新土语中；这些土语保持了原先语言的文法结构，但其中90％的单词都借用梵语。”（45卷344页）婆罗门人的语言失去了文法结构，野蛮人的语言失去了词汇，一种新语言就这样融合而成。但这种较为均衡的情况不太多，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力的天平倒向发展较先进的民族的语言一边。但较落后的民族的语言若有一定生命力，会在前者的语言中留下融合的痕迹。恩格斯为此谈到过12—14世纪古代荷兰的弗里西安语言。他说：“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19卷572页）16—17世纪形成的新尼德兰语，就“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因素、单词和字形”（19卷572页）。有的民族语言生命力太弱，那么它的消亡是无可奈何的。英国苏格兰有一种山地居民的盖尔语，它在19世纪初的命运就是这样。公路一通到那里，就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况：“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2卷294页）

语言的融合，是语言的重大进步。越是差别大的语言，其融合越困难，但意义也更大。因而马克思十分看重差别较大的语言之间的融合对语言发展的意义。他写道：“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46卷上册22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阐述了现代语言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现代社会仍处于语言发展的第二条线索中，由于语言融合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因而许多地区呈现着复杂的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语言混杂局面。例如丹麦和德国的交界地区，1864年恩格斯曾到那里实地考察，发现那是一片典型的语言混杂地段。他告诉马克思：“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根据丹麦的资料，它的前一部分，特别是港湾部分，是丹麦的，可是所有在港湾玩耍的儿童（数量很多）却说低地德意志方言。……在宗迭维特，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可是在那里以及在宗德堡，我常常用丹麦语同别人谈话，对方却总是用德语来回答。”（31卷7页）一般地说，语言的不同对交往是一种障碍，但在这样语言混杂的地段，语言既扩大交往又阻碍交往的“二律背反”，竟奇迹般地成为统一体。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东欧地区，也曾是一大片语言融合过程中的混杂区，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地区的语言现象，写道：“从波希米亚和克伦地亚往东，一直到黑海，语言的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过程，德国人的缓慢而不间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结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被700万密集的芬兰民族分割开来），插入斯拉夫族地区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瓦拉几亚人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真正的语言上的巴比伦。村与村之间，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间，语言都有变化。”（11卷221～222页）除德语的力量较强外，这一地区各种语言势均力敌，因而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东欧地区才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初步完成了小地域的语言融合过程。

除了战争外，现代贸易和定期邮政也是促进语言融合的主要因素。英语便是这样成为世界性语言的；德语一度成为世界性语言之一，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就此说：“在斯堪的那维亚由于有汉堡的邮班，德语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语言。应该指出，德语在贸易中——不包括欧洲罗曼语各国，当然也不包括列万特
(2)

 ——比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总之比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其他语言都用得广泛。”（45卷172～173页）

近几百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诸种因素，语言的融合遇到了民族语言复兴这一强大的运动。在许多情况下，语言的融合都不可能是平等地互换各种语言的成分而形成新语言。一些较弱小的民族语言可能会消失，但站在世界语言发展和世界交往的角度看问题，恩格斯坚决反对复兴那些实际上已经在一些地区不通行的语言，而主张使用较通行的语言。例如弗兰德地区（法国与比利时交界一带），历史上主要讲佛来米语，近几百年，由于贸易交往的繁荣，法语流行，而佛来米语衰退。一些德国人想恢复那里的佛来米语，恩格斯把它斥责为“僧侣的佛来米运动”，他说：“佛来米人现在终于到该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时候了，而这种语言只能是法语。”（45卷175页）现代的普遍交往正在填平由历史、地理、心理造成的沟壑，将世界编织成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北纬35度的语言分界线正在被突破，人们将习惯于站在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恩格斯所坚持的这一语言融合、发展的方向是无可指责的。


 五、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

世界交往的形成与现代各文明民族语言的形成有直接联系，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中世纪转向现代社会时曾指出这一转变的语言条件。他写道：“代替希腊人或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是六个具有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斯堪的那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有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14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而且比起古代末期已经在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说，它们保证了教育的更加无比的多样化。”（20卷530页）这里讲的六种文明语言是指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文明语言的形成是几百年以来语言融合的结果，它标志着新的更大范围内的几个文明民族的诞生，并且为世界交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意大利，拉丁文近千年一直是上层知识界交往的主要语言媒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语言并不通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初，拉丁文作品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妨碍了文化的传播，于是一批文艺复兴的作家如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博雅多、阿里克斯托、马基雅弗利等，改用生活中的语言创作。由于他们大都取用托斯卡纳方言，于是这种方言成为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基础。在意大利的统一中，有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因素，其中语言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雅·布克哈特就民族语言对意大利的意义写道：“人们普遍地无可争辩地把纯正的语言和发音当作宝贵而神圣的东西来尊重。这个国家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采用了这种典范语言。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的采用是在意大利文学的全胜时期，而且部分地是由于文学的影响。直到19世纪，皮蒙特由于分享人民的这一主要财富——纯正的语言，才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真正的省。”
(3)



德国数百年来是一个分裂的、松散的“国家”，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得到承认，相当程度上仰仗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德意志标准语言的形成。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文和他创作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强堡垒》，均使用平民的语言，传播极为广泛，从而为德语提供了标准语言。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20卷362页）。

当统一的意大利语替代拉丁文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民族在确立的标准语基础上形成了。西班牙戏剧和当时的两部长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及其种种不幸》、《堂·吉诃德》）所使用的是加斯梯里亚语，文学的繁荣使这种方言成为西班牙的标准语。葡萄牙的史诗《卢兹之歌》则成为这个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谈到语言对这两个民族的意义时写道：“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属罗曼语族的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凡斯语的阿腊贡王国就屈服于加斯梯里亚的标准语；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21卷457页）。

在法国，北方法兰西人征服了南方法兰西人，于15世纪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北方法兰西人的语言成为新的标准语。法国作家弗·拉伯雷（《巨人传》的作者）为新的标准语提供了范本。关于这一历史，恩格斯写道：“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沦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5卷420页）。

英语是在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14世纪才初具规模，相对其他语言年轻得多。乔叟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为英语提供了标准语言。

现代民族语言的形成通常伴随着一场文学运动，历史上的这类文学运动往往是民族语言标准化和普及的契机，以至现在的语言学把标准语言和文学语言两个概念等同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在其形成的时候有否伴随文学运动，对民族语言的确立至关重要。特别是弱小民族，文学运动对其巩固和普及民族语言的意义更大些。马克思谈到过罗马尼亚18世纪的文学运动对巩固本民族语言的作用，他说：当时“大公们再度把法纳尔漂亮的演说家们所鄙视的罗马尼亚语放在了光荣地位。文学运动兴起于18世纪。这就是说，当罗马尼亚语在这两个公国中被禁止的时候，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忠实地保持着祖先的语言”
(4)

 。反之，缺乏这样的文学运动，弱小的民族语言便会消亡或成为纯粹的民间土话。恩格斯谈到的中欧地区十几个属于斯拉夫语族的小民族就是这样。他写道：“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而且其中大多数不开化，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
 ，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6卷201页）

关于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作过一次综述，他们指出：“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3卷500页）尽管欧洲的六大文明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十分复杂，这一综述却使问题变得有条理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六种文明语言形成的各自的主要因素提炼了出来：意大利语和德语是历史悠久的语言，它们形成民族语言主要仰仗原有语言的根基；英语最年轻，却是民族语言融合的典型；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集中的结果。无论哪种语言，其形成都经历了数百年民族统一的历程，并且都不同程度地抓住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契机。

这六种走在前面的文明语言，对世界交往体系中的语言交流和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仅最近的几百年，世界用于交往的语言已经从12000多种减少为不到6000种，某几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扩大的趋势仍在继续，在信息资料、节目交流方面占据主要地位；大部分世界性交流甚至只使用一两种语言，以往民族语言造成的交往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被不断克服。语言作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的，正在成为公共的财产。这种情形强烈地影响着新一代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选择、态度心理和行为举止。计算机语言的出现，又是人类语言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如果真有上帝的话，那么他在地球上的羔羊们不会再害怕主变乱语言了，他们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语言分化、融合的过程后，已有可能再次商讨建造通天的巴别塔，那时，人们可以讲一种共同的语言——计算机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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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交往媒介——文字和印刷术

文字是继语言之后人类精神交往媒介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马克思曾引证法国经济学家维·里·米拉波的话，认为文字是赋予政治社会以重大意义的第一大发明（参见50卷40页）。他和恩格斯都赞同摩尔根为文字安排的历史位置，恩格斯综述他的观点说：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21卷37页）。这里讲的文字，是指比较成熟的标音文字，在此之前，文字还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很重视对文字史的研究。1872年，该党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寄给恩格斯一本当年出版的德国学者亨·符特克的著作《从纹身的原始文字到应用电报的文字和书法史》第一卷，立即就被马克思拿走了，在他那里放了很长时间。恩格斯就这本书译成英文的技术和出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字以及后来出现的印刷术的论述，对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有重要意义。


 一、文字产生的历史过程

文字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它的产生和演进与具体的交往条件，特别是书写工具有密切关系。因而，马克思在论述文字的产生时，首先注意的是产生它的环境条件。他写道：“一种象征如果不是任意的，它就要求那种表现它的材料具有某些条件。例如，文字符号有自己的历史，拼音文字等等。”（46卷上册90页）以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考察了文字产生的历史过程，其主要根据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

在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漫长年代里，人类精神交往的内容只能留在代代相传的人的记忆中和口头上。人们长期寻求着打破时空限制的交往手段，于是，文字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摸索中逐渐产生。马克思将文字产生的历史过程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参见45卷381页）。

（1）“手势语言或个人符号语言。”这是文字的准备阶段，尚没有任何有形的文字，但出现了把发出的声音语言转变为贮存在一定非文字记号里的简单手段。个人符号语言，例如我国古代的结绳记事，“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春秋左传集解》所引《九家易》）马克思列举了美国印第安易洛魁人的贝珠记事，性质相同。他在记述这个部落各酋长的谈判时写道：“‘我的话都保存在这条贝珠带中
 ’，这是易洛魁人的酋长在会议上所常说的一句话，说这话时，他就交出一条贝珠带，作为他的话的凭据。在和对方谈判的过程中，要交出几条这种贝珠带。对方每接受一条建议也回赠一条贝珠带。”（45卷449页）结绳或贝珠带上的大小不同的排列包含着不同的内容，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一般是巫师）一代一代地口传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结绳或贝珠带还只能作为人们交往的辅助性记忆工具，不能独立地用于交往。

（2）“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这是文字的最原始形式，如岩洞里、陶器上留下的符号或图画等等。对它们的破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马克思认为易洛魁酋长墓表上的文字即属于表意符号。中美洲阿兹特克人使用的是一种图画文字，他们“主要用以记录每一被征服村落应缴纳的实物贡品”（45卷483～484页）。

（3）“象形文字或约定符号。”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人们用于交往的符号变得比较抽象了，虽然还有“象形”的形式，但内容上已带有交往各方“约定”认同的性质，开始初步具备文字的特征。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即属于这个阶段。马克思把玛雅人的科班纪念碑上的文字，看作是一种约定符号，判定“美洲土著当时正独立地朝着拼音字母的方向发展”（45卷381页）。

（4）“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模式使用的表音符号。”在这个阶段，世界文字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象形文字以表意为主，发展成为中国的汉文字；象形文字以表音为主，则发展成为标音文字。马克思研究文字，没有涉及过汉字，他这里讲的是印欧等语系的文字发展阶段的特征。

（5）“拼音字母或写音。”这个阶段拼音文字形成，并对印欧等标音语系的民族文化产生影响。声音和形象的分离，使标音文字更容易通过抽象思维达到理论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标音文字语系的民族与象形文字语系的民族在思维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

尽管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但文字产生的早期过程却大体一致，特别是前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文字类型的分化，中国的汉字发展走着另一条道路。第五个阶段是中国以外的大部分民族也经历过的。

这五个文字的发展阶段，被马克思称为“相互关联的发明的系列
 ”（45卷381页）。这一系列的发明经历了数千年，对人类精神交往是一次革命。它造就了从事文字工作的阶层，扩大了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消除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往隔绝的状况。由于方言不再成为交往的障碍，以方言为人类群标志的原始氏族便不复存在，从而整个社会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对此，马克思以希腊文字的出现为例，进行了论证。他写道：“由于有文字
 ，方言的差异
 已不可能成为隔离因素
 （即互不了解）；另一方面，移住、航海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人员流动——所有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
 都无法容纳了。”（45卷521页）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涉及欧洲早期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相互影响和依存的关系。在海洋文明中，异地文化通过海上交往而融合，它要求各地的象形文字必须向标音文字发展，因为人们对不同地区的象形图式没有共同的感性认识，所掌握的各地的外界空间形象差异过大。要交往，以音表意自然成为文字的发展方向，而交往的扩大更使得海洋文明达到之处的原始象形文字也向标音文字发展。中国黄河文明主要建立在连成一片的内陆地区，相同的环境、稳定的活动范围造就了以形达意的汉字。汉字是空间性文字，显示存在于空间的事物，带有对自然的模仿性质；标音文字是时间性文字，它用声音代表外在事物的约定俗成的内容。马克思在分析古希腊梭伦时代雅典人的文字时，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它们的标音文字与海上活动的关系。他写道：“雅典人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两个世纪了；各行手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海上贸易
 已经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业，农业和手工业都发展起来，出现了用文字写成的诗篇
 ”（45卷522页）。在雅典人的物质活动中，海洋贸易是中心。这种特殊的活动方式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文字的特征。


 二、文字的演进

从原始的标音文字到现代文字的演进，经历了约2000年。最初文字（字母）的写法、拼法和语法，同现在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文字在发展中消亡了，有些语种半途采用了其他文字来表达。文字演进的主要依据是书写条件的变化和应用的需求。根据考古实物，恩格斯对古代日耳曼人使用的鲁恩文字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从而说明了标音文字的演进条件。

公元3世纪，欧洲北部的日耳曼人通过与罗马的海上和陆路交往，根据罗马的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创造了本民族的原始文字——鲁恩文字。这种文字曾经在本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及，恩格斯写道：“鲁恩文字已经得到普遍的传播和采用。在塔施堡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鲁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带扣。这种鲁恩文字，我们在瓦拉几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那维亚最古的鲁恩文字石上都可以看到。”（19卷521页）然而，这种文字却随着交往的扩大、文字应用的广泛而消失了。原因亦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种极端笨拙的文字体系，渊源于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头上金属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经作了改变。圆形的字母被有角的字母所代替；只能上下写或斜写，不能横写，这都是为了适应树木的纤维。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纸或普通纸上写这种有角文字，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文字实在只适用于宗教、巫术和题词方面，也许还适用于其他简短报道；只要产生了真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抛弃，重新采用希腊字母或罗马字母，而只保留个别鲁恩字母。”（19卷521～522页）

字母形态的变化受书写条件的制约，其他语种使用的文字也有类似的情形。更早的巴比伦地区的楔形文字（钉头文字），即是为适应在砖、石、泥版上刻写而逐渐形成的，笔画作棱状，像钉头或箭头。在后来的扩大交往中，它不能适应新的方便的书写条件，应用范围变得狭窄了，自然被淘汰。恩格斯后来再次谈到鲁恩文字的消亡，主要强调的即是它应用狭窄。在这方面印度的梵文与鲁恩文字有些相近，由于它只限于宗教上层使用，没有转向日常生活，因而虽然还存在，但早已在大众交往中失去了它的媒介作用。

最初的文字是根据口头语言创造的，因此在文字的演进过程中，文字和语言的相互依存和影响，一方面稳定着双方，另一方面又推动着双方的发展。文字特别对发音规范化的影响很大，而语言的进一步丰富又促进了文字的发展。恩格斯在研究古代日耳曼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歌谣时，曾感慨地写道：“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19卷538页）而这时，鲁恩文字显然已经失去了作用。

从恩格斯关于鲁恩文字的历史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字循着易于书写、易于应用和规范口语的方向演进。任何文字如果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在这几方面不断作出调整。


 三、印刷术发明的意义

文字的发明使历史得以记载下来，人类的精神交往取得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它需要大量的手抄劳动，并造成少数人对文字交往的垄断。相形之下，精神的丰富性就像无边的大海，而装载它的手抄文字只是一只有限大的碗。这种条件的限制使得精神在历史继承性上总是笼罩着忘却的阴影。1450年前后，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他利用造酒用的压榨机制作了欧洲最早的印刷机。由于他的发明恰恰出现在世界交往形成的年代，与扩大交往的需要相一致，因此很快被推广，而中国11世纪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却是在古登堡的欧式印刷术普及后才被世界知晓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印刷术，均指古登堡的欧式印刷术，尚没有证据说明他们当时知道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他们30多次提到古登堡和他的印刷术，以及后来发展了的印刷机，充分肯定了印刷术发明的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印刷术是“最伟大的发明”（47卷472页）。恩格斯参加了1840年德国不伦瑞克《古登堡纪念册》的出版工作，并撰写印刷工人庆祝古登堡节的新闻。他把印刷术比作新的文化神，在他翻译的西班牙启蒙学者金塔纳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中，对印刷术发明的意义作了生动的比喻：

“你不也是神吗？你在数百年前给予思想和言语以躯体，你用印刷符号锁住了言语的生命，要不它会逃得无踪无影。如果没有你哟，时间也会吞噬自身，永远葬身于忘却之坟。”（41卷42页）“禁锢在独卷手抄书内的思想，无法传扬到四面八方！还缺少什么？飞翔的本事？大自然按照一个模型，创造出无数不朽的生命，跟它学吧！我的发明！”（41卷43页）

在印刷术之前，交往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口头交往，文字交往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印刷术以迅速的发展趋势，摧毁了以往口头交往的传统，以至马克思自豪地将活字盘、印刷机与口头史诗相类比，宣布以口头交往为主的环境已经消失。对印刷术在文化普及方面的意义，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论述：“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7卷391页）

这里谈到的僧侣的遭遇，实际上意味着中世纪封建体制的瓦解。因而，印刷术发明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化交往方面，而且还有更重要的革命意义。马克思说：封建制度甚至随着个别发明，例如印刷机而没落了（参见46卷下册34页）。恩格斯在谈到法国15—16世纪的统一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印刷术的推广，……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21卷457页）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一次次革命运动也借助了印刷术得以广泛宣传，从而加速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崩溃。恩格斯曾用诗句描述了印刷术带来的欧洲革命：“印刷术问世流行，看，刹那间，欧罗巴吵吵嚷嚷，多么激动，多么震惊；熊熊的火焰，宛若狂飙，喷射而出”（41卷43～44页）。

作为一种“科学的事实”，印刷术本身亦是一种生产力，推动着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印刷术的发明视为欧洲科学复兴的四个条件之一（参见20卷524、531页）。这一发明对当时的手工业、商业也有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写道：“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7卷386页）大型印刷机出现以后，它与其他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一起，形成一种联合的力量，演出了一幕显示人类力量的活剧，并坚决地阻止了历史的倒退。对此恩格斯作了以下论述：“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9卷37页）。“历史倒退是完全不可能的。……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16卷77页）。

印刷术直接造就了现代精神发展的历史前提，从此世界信息交换量与过去相比，以几何级数递增，以至马克思把伦敦的“印刷所广场”作为工业革命时代精神交往的象征来谈论。他对印刷术的意义作了一个综合性说明，指出：“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7卷427页）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时，曾自信地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来。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个人的自我超越感，而古登堡的印刷术这根巨大的杠杆，由于幸运地遇上了现代生产力这个支点，真的撬起了用印刷符号的经纬线编织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后的地球。


 四、文字交往的局限

19世纪，人们在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斗争，尚无暇考虑文字交往本身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的重点也在这方面。但在偶然的场合，他们已经感觉到文字作为交往媒介不方便的一面，这是他们作为思想家的敏锐之处。从人的本质看交往，人要求在交往中全面地占有对象，以自己的全部感觉肯定自己，但文字只能把交往限制在视觉的范围内，通过思维，“精神的眼睛”与书报上抽象的对象交往。恩格斯在参加群众集会后，就有一种明显的异样感觉，他告诉马克思：“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27卷24页）显然，他期望感官全面发挥作用的那种生动的交往。马克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提出下面这个论点：“眼睛
 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
 ，眼睛
 的对象不同于耳朵
 的对象。……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
 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2卷125页）但是在当时，这种同时动用全部感官的交往尚没有相应的大众性媒介。恩格斯晚年使用上了电话，他立即利用电话让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从法国口授文章过来。在安装电话前夕，他致信劳拉的丈夫拉法格，这样写道：“请代我吻劳拉，并告诉她，一旦电话搞好了，我就用电话给她送一桶比尔森啤酒去。”（38卷346页）当然电话不可能传递过去一桶啤酒，但这再次表达了恩格斯的一种夙愿，即希望媒介实现对对象的全面占有。

一般的面对面的交往，只能在近距离、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它利用表情、手势、语气、用词、身体变化等等，全面地发散着和接收着信息，文字和印刷术使这种交往得以飞跃广泛的空间、占据近乎无限的时间。但这种交往媒介的进步付出了代价：全息化的交往方式变成了乏味的文字或印刷符号，并损失了相当多的非文字信息。可以告慰的是，马克思关于用全部感觉占有对象的愿望在当代正在成为现实。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已经能够将人们交往时的语言、声音、文字、形象，同步展现给交往的各方，无论他们身处地球的任何角落。人类精神交往正在从一般的原始的面对面交往，经过文字媒介的阶段，重新走向“面对面”的交往——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面对面交往。历史在螺旋形上升。



第六章　交往革命

19世纪，在工业革命后期和完成以后的若干年内，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交通和通信革命，它使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各种信息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真正进入了密集型的社会交往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它为“交往革命”。这一革命是推动当时物质和精神交往进程的主要动力。1859年，马克思曾就此开列了写作大纲：“交往手段
(1)

 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6卷上册48页）虽然后来没有形成专门的章节，但他和恩格斯留下了有关交往革命的大量论述，其中包含着他们对未来信息社会的某些预见。他们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在近几年才引起人们注意。


 一、交往革命的进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交往革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一革命首先发生在19世纪初的英国，以后逐步扩展到各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殖民地。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革命的主要表现作了如下描述：“近五十年来，交往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25卷85页）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各处的论述，交往革命的结果还包括内河轮船、内陆运河、公路、现代报刊、一便士邮政厅和巨大的工业城市本身。这些大规模交往手段，为19世纪的物质和精神交往的急遽扩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交往手段的增加和改良
 ，……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47卷584页）

交往革命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蒸汽动力运用于交往工具，它发生在19世纪初。恩格斯写道：“蒸气不仅在陆路交往手段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往手段具有了新的面貌。”（2卷295页）这里主要指的是铁路和轮船的发明与普及。这些以蒸气为动力的新的大型交往手段把整个欧洲和北美真正联结为一个世界工业地区。关于它的意义，恩格斯写道：“蒸气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气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4卷521页）。在这一阶段，交往革命侧重于打通广泛物质交往的障碍，同时带去了精神交往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19世纪中叶，电报的使用和海底电缆的铺设标志着交往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在试验应用，他们就已经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了。在他们的著作中，“电讯立刻闪电般的传遍整个大不列颠”（15卷408页）、“各种电报像雪片一般飞来”（31卷154页）这样的描绘经常可见，字里行间表现出他们对电报应用的兴奋心情。电报本身是一种精神交往的新形式，它超越空间的能力和意想不到的时效，在精神联系上巩固了第一阶段交往革命的成果，并且引起了他们对交往革命的整体思考。

他们习惯于把各种交往手段的变革看作一个体系，例如恩格斯称交往革命的第一阶段为“蒸汽交往的体系”（19卷316页）；马克思结合第二阶段的交往革命，称它为“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23卷421页），从整个体系来考察它的历史意义。1855年，马克思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一百倍。”
(2)

 这就是交往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最初的图景。恩格斯晚年把这幅图景描绘得更为广阔，他写道：“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25卷554页）当马克思把《泰晤士报》和通讯社的电信看作现代精神交往的象征物时，他实际上也把它们看作是交往革命的结果。

交往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工业革命与交往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工厂制度成熟到一定程度并普遍推开后，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的交往运输业必须变革，以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等新情况。于是，“交往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23卷421页）一旦交往革命的势头形成，它又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不少人曾经把1848—1860年英国的空前繁荣归于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恩格斯从中看到的则是交往革命的结果。他写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往手段的巨大发展。”（22卷358页）马克思进一步把交往革命看作是现代生产大发展的弹力器，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23卷494页）换句话说，交往革命大大刺激了资本“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4卷469页）的内在张力，强化了这方面的意识。


 二、交往革命与文明的传播

如果说欧式印刷术是现代精神发展的高卢雄鸡，那么交往革命则是早晨升起的太阳，它把文明的阳光投射到了被中世纪的黑夜长期笼罩的地方。在交往革命最早发生的英国，革命最明显的结果是文明的传播。由于它造就的社会运输动脉把各种现代交往手段连接了起来，因而路通到哪里，文明也就被带到了哪里。英国最落后的地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与最先进的地区实现了文明的融合。就此恩格斯写道：“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纵横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2卷294页）“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有路可通了；譬如威尔士讲赛尔特语的那些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部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和外界接触，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1卷673页）

美国是交往革命兴起较晚的地区，在它刚刚开始这场革命的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那里将成为世界交往的新的中心。他们指出：“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的交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发现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的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道路，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而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旧金山到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重要停泊地……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7卷508～509页）这幅交往革命的进程图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全看到，但他们描绘的大体轮廓却在他们身后基本实现了。他们如此重视美国—太平洋这个新的交往革命的中心，其着眼点在于它大大加速了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他们认为：这样就“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6卷326页），“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7卷263页）

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预见到：太平洋将会“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7卷264页）。不仅美国的西海岸，而且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将构成“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7卷264页）的地区。历史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100多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太平洋经济区的开发，但知道这个预见的恐怕为数极少了。

当英国的交往革命正在将一块块偏僻的领地文明化的时候，欧洲大陆尚处于革命前的沉寂时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恩格斯称为“欧洲的中国”的奥地利，那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下，是一片人为造成的安定局面。他就此曾说：“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8卷33页）为了保持这种野蛮的状况，奥地利当局采取了以下的封锁政策：“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8卷33页）然而，交往革命敲开了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这种屏障在铁路面前粉碎了。过去各地借以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闭关自守的生活的花岗岩壁现在再也不能起屏障的作用了。……一条新的干线从的里雅斯特伸展到汉堡、奥斯坦德和哈佛尔，远远地伸出帝国的境界，跨过山脉，一直绵延到遥远的北海和大西洋岸边。参与全国的共同事务和干预外界的事态，已经成为必需的了。地方性的野蛮习俗日益消失。”（4卷520～521页）所有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交往革命面前，不论愿意与否，都经历了类似奥地利的历史过程。现代交往手段冲破一切阻碍，将文明传播到远方。

马克思以铁路为例，谈到交往革命在较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的基本特征。他说：“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34卷347页）。显然，交往革命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发挥作用循着这样的轨迹：它首先使掌握知识的阶层接受文明意识，瓦解旧的政治体制，引起国内矛盾冲突，然后通过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改变原有的经济基础。这里讲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思想意识，而不是指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那些政治制度。恩格斯也注意到交往革命首先引起思想革命的重要意义，他在谈到当时还很落后的中欧国家瑞士时，以反问的形式表达了这种看法。他写道：“如果蒸汽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往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9卷104页）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交往革命对落后国家文明化的影响，对千百年来习惯于单调平静生活的民族来说，也许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但一个民族必须走过这座地狱之门，才能进入现代交往的新世界。他们就是以这种历史的观点看待1806—1814年拿破仑对自己祖国的入侵的。这次入侵扰乱了德国人生活的安宁，面对德国小市民痛骂拿破仑，他们却写道：“德国市民们骂拿破仑……其实，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为他们作了极大的贡献”（3卷214页）。

欧洲交往革命的冲击波也到达了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光投向中国时想到的是中国的变化，他们在1850年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7卷265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万里长城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上能够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7卷265页）1886年，恩格斯还谈到在中国修建铁路对本土文明的影响，他说：“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36卷45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由辛亥革命证实了。西方列强利用交往革命的成果来到中国，引起中国内部的矛盾运动，终于导致“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辛亥革命的直接起因之一，就是由于为修建成渝铁路而发动的保路运动。

交往革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文明的传播，而且对于巩固已有的文明成果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方面印度是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多次对它进行了分析。印度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完全统一过全国，交往手段的落后和印度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相互影响，使得这个国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在印度布下了一个铁路网，建立了印度半岛的电报网，现代蒸汽轮船将印度与欧洲、东南亚连接了起来。从这些大规模交往手段的应用角度，马克思看到了印度走向文明之路的条件，认为这将“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9卷247页）。巩固统一的条件有三项：第一，这种统一“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9卷247页）；第二，印度有了英国训练出来的印度人的军队；第三，“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9卷247页）这三个条件中有两项属于交往革命后出现的现代交往手段，电报在政治上将印度连接为一个整体，自由报刊在现代文明意识方面改造着古老的印度。

交往手段是否继续改进和发展，对于巩固已有的文明至关重要。意大利、德国提供了相反的例子。16世纪以前，意大利是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德国是欧洲沿海贸易的中心，它们当时拥有最先进的交往手段，如帆船、马车、定期的手抄新闻、简单的印刷新闻纸等等。凭借这些交往手段，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的宗教改革得以传播，并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随着新航路的开通，世界贸易的开拓，这种局部地区的繁荣由于没有条件更新交往手段，原有的文明开始衰退。关于意大利，马克思写道：“在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23卷784页）。关于德国，恩格斯写道：“世界贸易的道路从德国移开了，于是德国好像被排挤到了穷乡僻壤”（18卷649页），“文学和语言完全衰落了；神学僵死的说教；在其他科学领域内德国也退化了”（18卷651页）。这两个国家在一两百年中间几乎倒退回中世纪，现代交往手段的建设远远地落后于英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历史的倒退才被交往革命的迎面冲击制止住，重新走向新的文明世界。对于交往革命成果的这种革命作用，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在逐渐地和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16卷77页）。

由于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交往革命，以至恩格斯对铁路都产生了一种感情，因为它代表着文明的进步。1884年，他的弟弟艾米尔患了当时不能治愈的结核病，恩格斯就是用看见了铁路来安慰亲人，他说：“他总还是活到看见了一件喜事：我不久前从报上知道，阿格尔河谷的铁路通车了，他曾为此孜孜不倦地操劳多年。虽然这条小小的铁路支线远不是他向往的那种铁路，但总比没有要好。有了这条铁路，河谷地区和恩格耳斯基尔亨将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36卷236页）这是一代文明人对交往革命成果的向往。值得欣慰的是，当代的中国农民也开始自觉地向往铁路了。电影《乡音》的女主人公余春陶，身患绝症后的唯一愿望，就是听一听进山火车的隆隆声；电影《啊，香雪！》中的主人公香雪和她的少年女友们宁愿每天走很长的山路，也要看看只停一分钟的京原铁路上的火车。虽然这种对现代交往的追寻晚了一百年，但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和生命力的象征。


 三、用时间消灭空间

交往革命所以能够推动生产的急遽发展与文明的传播，在于现代交往手段具有更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特殊功能。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频繁的商品社会，交往手段的这种特殊功能适应了资本扩张的本性，使整个世界流动起来。马克思就此写道：“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参见46卷下册16页，译文有改动）。隔了几页，马克思解释说：“交往即交换”（46卷下册33页）。显然，这里的“交换”，除了包括物质的交换外，也包括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

用时间消灭空间，是现代交往手段给现代物质与精神交往带来的革命性的现实。马克思说：“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6卷下册33页）这种革命的趋势打破了舍远求近的小生产的旧意识，鼓励人们冲破原有的狭小的交往圈子而走向世界。对于这种情形，马克思写道：“由于运输和交往手段的革命……它决不听从诗人的亲切话语：‘既然福在眼前，何必舍近求远！’”（参见50卷90～91页，译文有改动）

康德的历史贡献之一是把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从思维着的精神中独立出来；交往革命则把人们从空间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解放对人类社会交往的意义。1840年，交往革命刚刚在德国启动之际，年轻的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作用。1857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交往革命引起的时空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动：

——空间运动加快，交往中造成绝对时间的缩短和利润率的提高。“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往运输手段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24卷279页，译文有改动并参见24卷277～279页、48卷275页）。

——改变了交往距离在交往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交往关系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铁路，可以使内地通铁路的较远的地点，比不通铁路的较近的地点反而显得近了。这种情况造成一些旧时代交往中心的衰落，新的更文明的交往中心的兴起。（参见同上）

——商品流通的储备库（马克思又称蓄水池）及其费用大大减少。例如伦敦西头的药店老板由于利用了与中心仓库联系的电报，而使商店储备资本减少；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利用电报和铁路，可以随时把棉花从利物浦运来，而不必充实仓库储备。（参见26卷Ⅲ册316页、50卷76页）

——人口密度成为相对的东西。交往手段发达而人口较少的国家，由于用时间消灭了空间的距离，而显得比交往手段不发达而人口密集的国家，人口更稠密，例如美国北部各州之于印度。这是交往本身造就的一种联合的力量。（参见23卷391页）

——季节的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波动得到克服。帮工冬季找不到工作而陷于贫困、春季厂主因找不到帮工而从耕犁旁夺走农业劳动力的现象消失了，因为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劳动力的人流可以借助现代交往手段填缺补空。（参见23卷526页）

——工人的联合变得相对容易得多。过去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形成的工人的团结，现在靠铁路只用几年就实现了。工人联合的本身，亦是一种现代交往的形式。（参见3卷69页、4卷475页、47卷334页）

——利用时空差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减少。例如在英国本土与印度之间进行的这种投机，就由于英印市场状况能够从当日的电报中得知而完全行不通了。（参见25卷462页）

——从宏观上看，由于时空差造成的1825—1857年间资本主义危机的两大策源地的美国和印度，在交往革命的作用下失去了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参见25卷85页）

用时间消灭空间带来的新情况看来主要是物质意义上的，但正是由于物质生产和交换方面的这些巨大变化，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的发展。人们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同样需要用时间消灭空间，不断了解使自己感到陌生的世界遥远地方的情况。现代交易所和新闻业的急遽膨胀，抢行情、抢新闻的职业习惯，实际上是物质交往要求用时间消灭空间在精神交往方面的一种直接反映。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革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因而，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的了。当代社会的信息传递已经接近了这一点，人们开始考虑抢行情、抢新闻结束以后的前景。当这种前景可以看到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当年的许多预见。然而，著名的传播学者马·麦克卢汉却认为，马克思只以机器作为其分析的基础。
(3)

 他显然缺乏对马克思的真正了解。不过，还有不少人没有忘记马克思，例如因提出“信息社会”理论而著称的赛尔旺·施赖贝尔，在他的那本颇有影响的《世界面临挑战》中，把预见信息时代的功劳归功于圣西门和马克思。这是公正而科学的态度。


 四、对信息时代的预见

现代交往手段的实质是什么？马克思在论述交往革命时把问题推向一个更深的领域。他指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
 ；是物化的知识力量。”（46卷下册219页）换句话说，现代交往手段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创造能力和人的智力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交往革命年代繁荣发展之源。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的不少论述已经谈到了当今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

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是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马克思在交往革命年代时已看到了这一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他认为，当传统劳动方式转变为现代劳动方式的时候，“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46卷下册218页）“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
 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46卷下册222页）。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主要变化，就是人从直接劳动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虽然没有看到信息时代，但显然已经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人从直接劳动中解放出来后，逐步向信息产业转移，马克思在论述交往革命时也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一趋势。他曾就人员向电报业、铁路的转移写道：“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加的条件之一，……例如，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铁路等等也是这样”（26卷Ⅲ册486页）。

信息时代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是这一时代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即“白领工人”取代“蓝领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体力劳动者劳动支出中的智力支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马克思很早就预示了这种新式劳动者的出现，他说：“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46卷下册218页）“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46卷下册223页）。马克思提到的“媒介”，是指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同时他特别说明：“关于机器的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46卷下册21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前面讲的看法也完全适用于专门的交往部门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当今电脑技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普遍运用，证实了这一点。

信息时代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资源结构发生变化，信息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知识的生产力成为关键因素。从马克思关于电报等等是人类头脑的器官和物化的知识力量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正在竭力从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中把握这种发展的动力之源。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46卷下册220页）马克思没有使用过“信息社会”的术语，也不可能想象到电脑、通信卫星这类更新的交往技术，但他的结论中却准确地包含了其身后百年的发展趋势。电脑、通信卫星等等不就是“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吗？信息真的成为财富增长的资源，与物质、运动“同格”。

最后，科学的组织和决策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是信息时代的又一基本特征。从以上几种趋势中，马克思也估计到了这种趋势的来临。他指出，判断未来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6卷下册220页）这里谈到了“一般智力的控制”，即是一种科学决策控制。

随着交往革命的发生，精神交往变得密集起来，交往资料也趋于集中。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也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即获取信息有可能更集中地受制于集中掌握交往资料的人。马克思在论述交往革命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来，用时间消灭空间大大强化了人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但交往手段如果在变革后掌握在独裁的寡头手中，结果就不是强化人们的联系，而是加强了专制者控制局面的权力。1853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本来在前线的法国军队独立行使指挥权会更好些，但先进的交往手段又使军队丧失了这种指挥权。马克思就此写道：“战地远离土伊勒里宫，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不受巴黎军事学门外汉的实际干涉。可是海底电报消除了这种距离，同时也毁掉了这种保证”（11卷270页）。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大众传播媒介不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于是马克思在报刊上被描绘成一个拥有百万资财的“怪物”，新闻记者和各种各样的人成天围着他的家，要亲眼看看这个“怪物”。从这种亲身体验中，马克思的思考显得更广阔了，他写道：“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33卷258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信息时代同样存在的问题，即交往手段的现代化可能会给专制主义提供更强的控制手段。

19世纪，科学技术刚刚大规模地应用，先是蒸汽，然后是电力，成为人类驯服自然力的象征。科学崭露头角，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看到未来社会人类文明新时代的萌芽，这是他们预见信息时代的客观背景；他们从不将自己的学说封闭在狭义的社会理论的圈子里，而把社会理论看作是整个科学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密切注视着各门科学的最新发展，思考和探讨科学技术的进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变革，这是他们准确预见信息社会特征的主观原因。从交往革命到信息革命，人类精神交往手段变革的间隙越发短暂。如果说铁路、轮船、电报已经冲向世界，把世界连成一片，那么通信卫星、电脑，就更有力地阻止着世界退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象不到后来交往手段的具体形态，但在他们论述交往革命时，已经指出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


(1)
 “交往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为“交通工具”。根据本书绪章的论证，本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交通”，根据前后文均翻译为“交往”，后不一一注明。


(2)
 根据英文原文重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0卷，6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
 参见［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七章　交往形态——宗教

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精神交往和文化现象之一，表现为各种以神灵信仰为核心的观念体系。根据费尔巴哈的考证，宗教一词是从拉丁文“religare”而来，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当代人类有三分之二以上信仰着这种或那种宗教。作为一种包含传统最多的社会联系的精神力量，宗教在现代交往中依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影响着交往的方向和效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论证了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分析了各种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传播现象。

在马克思的第一篇时政论文中，他就把宗教报刊作为对报刊的四大分类（政治报刊、哲学报刊、宗教报刊、娱乐报刊）之一；以后在研究商品拜物教时，又对宗教交往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恩格斯年轻时代研究了多家宗教报刊，晚年详尽论证了早期基督教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23卷96～97页）恩格斯嘲笑了杜林禁止宗教的设想，指出：“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20卷343页）显然，现在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异己力量的理解和控制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程度，宗教的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我们的态度应当如恩格斯所说：“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19卷328页）


 一、宗教交往的特征

宗教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精神交往形态，与宣传、舆论、文学、新闻等等交往形态有着非常不同的交往特征，尽管前者经常需要借助后者开展自己的活动。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2版1卷123页）在这里，他谈到了宗教的三个特点，即它的活动领域是主观世界；由于追寻超人间、超自然的境界和力量而具有神圣性；最强烈的抗拒外力干预的不可侵犯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宗教的这些特点，主要论述了宗教交往的以下特征：

第一，交往在想象、超验中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指出：“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3卷170页）这种与人对立的异物实际上是幻影，人与之交往的情景就如恩格斯所说：“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只要对彼岸幻影的信仰还很强烈很狂热，人就只能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取得一些内容。”（1卷647页）显然，宗教交往本质上是一种自身交往，所取得的交往内容实际上是自身思维的成果；这种交往所以能够进行，在于人的头脑中存在一个“宗教世界的幻境”。马克思写道：“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23卷89页）“对于基督教来说，一切取决于人有没有信仰”（26卷Ⅲ册495页）。

即使不存在人塑造的神像，宗教交往依然可以在想象中进行。马克思说：“有些宗教的神的形象还没有被塑造成直观的形象，而只是停留在想象中，也就是说顶多只取得语言上的存在，而不是艺术上的存在”（46卷下册320页）。当这种交往完全统治着人时，就进一步需要宗教交往的场所和神职人员了。他写道：“如果一个人把他对自己的本性、对外部自然界以及对其他人的关系以宗教形式
 想象成某些独立存在的力量，以致被这些想象所统治，那末，他就需要祭司和祭司的劳动。”（26卷Ⅲ册551页）这时的交往对象反而变得具体了，马克思对此不无讽刺地说：“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46卷上册295页）

第二，交往过程中对象的人格化。当人们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还不能完全获得自由时，或者被它们的壮观所感动时，往往有一种将自然和社会力量人格化的欲望，然后在想象中与人格化的对象进行交往。恩格斯从原始人的人格化欲望谈到宗教的普遍性，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
 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20卷672页）即使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有这种宗教交往的意向。马克思就柏拉图说：“古代最伟大的哲人、神明的柏拉图，也不只在一处表示了对最高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最高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40卷819页）恩格斯20岁的时候，谈到过自己在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中将其人格化并与之交往的体验，他说：“越过葡萄藤飘香的莱茵河谷眺望同地平线融成一片的远远的青山、洒满金色阳光的郁郁葱葱的田野和葡萄园、河里倒映的蓝天，——你会觉得明朗的天空向大地倾垂，并且在大地上反映出来，精神沉浸于物质之中，言语有血有肉了并且生存于我们中间——这就是具体化了的基督教。”（41卷91页）

第三，交往的情感化。宗教交往是一种内在信仰和外部因素引起的特殊的交往，因而恩格斯认为，宗教是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20卷342页）。有一次，他走进德国小镇克桑滕的一座教堂，虽然不信教，但身在其中，依然感受到宗教仪式给人的一种情感作用。他写道：“那里正在做大弥撒。从唱诗班那里传来了风琴声，它像一支能征服人心的欢呼的大军，穿过回声震荡的中厅，随后渐渐消散在教堂回廊的深处。十九世纪的儿子啊，让琴声征服你的心灵吧，因为比你更强悍、更奔放的人也被这些声响征服了！……我非常激动地从教堂出来……”（41卷140页）由于宗教交往的情感性，在人们痛苦、劳累而无法改变命运时，宗教便成为一种精神需要。恩格斯说：“当宗教真正成为心灵的事业时，即使在痛苦绝望的边缘，它也处处起着使人刚强和令人宽慰的作用。”（41卷13页）

宗教的这种作用往往使它在交往中更接近人心。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时，谈到这一点。他说：“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的心的途径”（42卷133页）。1870年马克思去威特岛休养，他就是这样根据当地的宗教活动，观察渔民生活状况的。他告诉恩格斯：“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举行某种虔诚的宗教集会的通告。的确，这里的人民很穷，看来是在教会中寻求他们的主要乐趣。研究一下本地渔民怎样如此迅速地落到这种屈辱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33卷111页）即使像鲁滨逊那样流落海岛，宗教交往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慰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23卷93页）

当一个社会崩溃、人心激动不安又无力找到出路时，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求内在世界的交往，基督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古罗马瓦解）产生的。恩格斯写道：“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19卷334页），于是，这种安慰“以宗教形式出现，……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19卷334页）。“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19卷335页）

第四，交往中虚幻的中介物。任何交往必须有交往对象，宗教交往也不例外，但它的交往对象（中介物）是虚幻的，不论这种虚幻的对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是神人还是图腾，人们一般要通过它们与上帝或冥冥之中的万物之神联系。马克思分析基督教时，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
 。……正像基督是中介者
 ，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约束性
 都加在他身上一样”（2版3卷171页）；“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2版3卷200页）。由于人把自身转移到中介物上，因而在这种交往中，起控制作用的已不是人自身，而是这个中介物。马克思后来分析说：“这个中项对于两极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因为最初
 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46卷上册295页）。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接引佛）、伊斯兰教中的真主使者穆罕默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耶稣的这种交往中介物的功能。

在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时，恩格斯特别考证了耶稣是怎样成为交往中介物的。基督教是在公元前后东西方两个哲学学派的基础上，借助犹太教的原型创立的。其中斯多葛学派中“逻各斯”的概念（不可抗拒的命运和神秘理性），转化为未来宗教的交往中介。他写道：“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19卷329页），由于有了耶稣这个人，“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19卷329页）

这个中介如何在宗教交往中起作用，可以从马克思17岁时写的宗教作文和恩格斯16岁的诗中理解这一点。通过与耶稣的交往，少年马克思获得了博爱的观念，他写道：“和基督一致，就在于同基督有最密切的和最生动的交往，在于我们总是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在于对他怀着最崇高的爱，同时在于使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基督将他们和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同样也为他们作了自我牺牲。”（40卷821页）通过与耶稣的交往，少年恩格斯获得了一种幸福感，他写道：“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请你下凡，我在苦难的尘世把你祈盼，啊，请你带走一切灾难！请我主赐福，你的霞光把我笼罩，好让我亲睹圣容。一旦灵魂欢乐，内心幸福，永无痛苦，救世主啊！我将为你赞颂。”（41卷626页）

第五，宗教思维的产物支配宗教交往。由于人把自己的全部寄托于中介物，因而他们就实际上失去了自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版3卷199页）鉴于这种情形，宗教是一种受他律支配的交往形态，所以他又说：“宗教的
 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
 。”（2版1卷119页）所谓“律”，在各种宗教中均指一种或数种圣书或经文。基督教《圣经》的发行量和版次，在世界书籍中居第一位，说明了它对人支配的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的最常见的几种商品交换，其中之一便是用麻布换成2英镑钱，再去买一本家庭用的《圣经》，这反映了生活中《圣经》支配人的宗教交往的实际情况。他写道：“圣经就作为使用物品来到织布者的家里，满足他受教化的需要。”（23卷124页）对这种交往现象，马克思作了如下的概括：“在受宗教束缚的思维过程中，思维的产品不仅要求支配思维本身，而且实现了这种支配”（26卷Ⅲ册304页）。

第六，交往的排他性。各种具体的宗教在数万年的历史中只存在于一定的民族（或部落）和地域内部，出现世界性宗教是近千年的事，因而这种交往活动现在仍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感；每个信徒的交往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多少总有一种唯我教独尊的心理意识。这造成宗教间交往的排他性，不同宗教、教派间的隔绝和对立，有时这种对立比政治上的党派斗争还激烈。马克思谈到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时说，这是由于“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
 ”（26卷Ⅱ册604页）。现代世界交往正在缓和这种排他性，特别是基督教，由于它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而获得最广泛的传播。但对于具体的信徒，排他性的强烈与否，取决于他生活的宗教环境和传统。

第七，群众性宗教交往向社会化转化。如果就群众性的宗教生活而言，它的交往特征除了想象和超验的神性（宗教仪式、舞蹈、音乐等等，与宗教心理、宗教情感一起，构成了信仰的完整体系）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与宗教艺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交往。关于这类活动的产生，恩格斯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27卷6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美洲印第安易洛魁部落的宗教活动时，都注意到这种规模较大的宗教性质的社会交往。马克思记载：“易洛魁人
 每年的六个宗教节日［枫树节、栽培节、浆果节、青谷节、收获节和新年节］，都是组成同一部落的所有氏族的共同节日”（45卷414页）。关于这些宗教节日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写道：“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21卷106页）。这类活动通过崇拜共同的神，将氏族或部落聚合为一个整体。特别在公有制消灭以后，它显得更为重要。马克思分析希腊人的这类活动时说：“希腊人
 的宗教活动发源于氏族
 ，后来扩展到胞族，最后就发展为所有部落共同举行的定期节日活动。（德·库朗日）［随着真正的合作制和公有制的消失，荒诞的宗教
 成分就成了氏族的最主要因素；香火的气味倒是保留下来了。］”（45卷504页）

现代许多大规模的民间艺术庆典，大都有古代宗教性社会交往的渊源，借助了以往的宗教传统。恩格斯写的通讯《莱茵省的节日》，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莱茵音乐节及它与古代宗教节日的关系。他写道：“啊，莱茵音乐节是个美妙的节日！……多么高兴呀！一切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之脑后了。……旧友重逢，新交相识，青年人的笑语喧哗无尽无休，就连那些被爱女强劝着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老年人，尽管身患关节炎、痛风、感冒和忧郁症，也被大家的欢乐情绪感染了，而且既然来参加了，就得尽情欢乐。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然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41卷305页）。显然，这类活动的宗教性质已大大淡化了，突出的是其社会性的娱乐和交往。


 二、人为宗教传播的条件

恩格斯把宗教分为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两大类。他认为：“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19卷327页）；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奴隶社会）以后出现的世界性宗教，则“多少是人工造成的”（21卷328页）。自发宗教只在部落或民族内部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人为宗教则需要相当程度上的有意传播。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21卷349页）它传播得广泛与否，与宗教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宗教产生时期的环境氛围、布道者的传播艺术等条件有很大关系，并影响到近一两千年社会的历史进程。在几个世界性宗教里，传播最广的是基督教，马克思说基督教“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26卷Ⅲ册495页）。他和恩格斯（主要是恩格斯）将基督教的传播与其他宗教作了比较研究，论证了世界性宗教得以广泛传播的条件。

第一，一神教的确立促进了宗教的广泛传播。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时，恩格斯比较了它以前以及同时存在的其他各种宗教，认为基督教当时占有优势的一个显著原因在于它独尊一神。自发宗教一般是多神教，这造成宗教交往形式的分散、复杂，每种宗教在本氏族、部落的小范围内传播尚可，但向外扩展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人们的感觉性注意总是集中指向一定的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反映则会相对模糊；人们的思维特征一般也是线性的，只有文化人才习惯于立体型思维。多神教对外部人来说，就很不适应他们的心理和思维特点，而这时的早期基督教，已经将许多神的自然属性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这就造成了它易于传播的首要条件。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20卷342页），正是在这种一神教的形式中，孕育着它“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19卷334页）。

恩格斯在比较研究中还发现，为了保证一神教的传播，那些宗教的创立者都坚持宗教内部的统一，以便减少内耗，在外部获得更多的地盘。这种内部的统一也是维护一神教自身。宗教在创始时期的分裂，实际上使它回到以往多神教的境地，与宗教扩大传播的目的是相悖的。早期基督教传播的成功，与它的创始人维护内部统一也是分不开的。恩格斯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说明了基督教这方面的优越之处，他写道：“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19卷335页）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也适用于说明后来其他成功的宗教传播。7世纪伊斯兰教的创立与成功，首要原因即在于它克服了以往东方宗教中实际上的多神体系和内部纷争。至今伊斯兰教的“念功”还在诵读这句清真言：“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带有半宗教性质的中国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显然也与汉代“独尊儒术”有直接关系。

第二，宗教的内容越易于理解、形式越易于接受，传播范围越广。这里涉及的是传播内容和方式接近和适应的广度问题。恩格斯就此比较了基督教和它的前身犹太教及同时代的其他宗教，总结了基督教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古罗马瓦解的年代里，人们普遍地感到世界的堕落，这时的基督教教义非常适当地让人们理解了出路所在，其情形如恩格斯所说：“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 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19卷335页）这样，基督教就在内容上征服了人心。

在宗教形式方面，以往的旧宗教要求烦琐、苛刻的教规，甚至要求人为神做出牺牲，这使相当多的人感到畏惧，而基督教却比较圆滑，就此恩格斯说：“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19卷335页）“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22卷535～536页）

在宗教的形式方面，恩格斯还比较了古代东方宗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与西方宗教，认为正是前者的清规戒律使它们的传播不够广泛，甚至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他说：“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植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19卷334～335页）

第三，宗教对外的开放程度越大，传播越广。排他性是宗教交往的特点之一，基督教的各教派之间也是这样。但在接纳外部信徒方面，条件限制最少的是基督教，因为它没有对民族（或种族）的特殊要求。恩格斯在比较早期基督教与当时的东方各教派之间的差异时发现，基督教因对外开放程度大而注定在广泛传播方面占据优势。他指出：“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19卷334页）

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批评了当时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根据伊斯兰教教义而对西方实行的锁国政策。他告诫西方人：“可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宣布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10卷182页）他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对外过分的敌对意识是它的可悲之处，大大限制了伊斯兰教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他写道：“可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10卷180页）宗教的排他性是由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引发的，但在一个社会处于惰性的慢变状态时，这种对外部世界的顽强抵抗，只能招致自我衰退。马克思所讲的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便处于这种境地。

第四，越在下层社会寻求信徒，宗教传播得越迅速、广泛。人类文明初期产生的人为宗教，其活动范围主要在社会上层，由思想家、僧侣垄断，例如犹太教的信徒，原来就都是有贵族身份的。这本身限制了宗教的传播。恩格斯分析基督教对以往其他宗教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认为另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它的平民性。他说：“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宗教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19卷335页）“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22卷541页）“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19卷329页）。

伊斯兰教创立时的迅速传播，也有这个原因。马克思将它在波斯和印度传播时的遭遇作了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下层社会寻求信徒对宗教传播的重要性。他写道：“伊斯兰教的传播在波斯人
 中间要比在印度人
 中间来得迅速，这是因为波斯人把僧人看作最低贱的人，而在印度，恰恰相反，僧人乃是国家中一种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1)

 由于流传最广的宗教转向下层人民，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2版3卷20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宗教传播的这一特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恩格斯曾用很多篇幅详尽分析了德国16世纪闵采尔的再洗礼派和“圣母使者”的宗教形式，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召唤到十几万武装农民。中国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拥有了几十万、上百万的信徒。这些人为宗教的传播，有各自的历史和环境原因，但面向最下层的群众，是它们一时成功的共同原因。

第五，宗教的创立者和布道者的传播素质，亦影响宗教传播的广度。任何宗教的传播，归根到底是靠人来完成的。基督教的广泛传播，相当程度上与它的创立者和布道者较高的素养有关。恩格斯在谈到该教的创立者时曾写道：“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19卷329页）。“早期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22卷534页）

基督教利用信徒对理想的企盼，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布道者。对于他们以斯巴达式的禁欲献身传教事业，马克思表示了敬意，他说：“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
 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
 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只是方式不同，他也遵循一个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这些人们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愿望的他自己。”（2版1卷192页）这些布道者很懂得殉道对教义传播的特殊的作用。这是情感上对现有信徒和未来信徒的一种强刺激，往往强化信徒对教义的信念，引起信徒人数的急遽扩大。因而那些忠实的布道者往往采取这种方法，其行为恩格斯归结如下：“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22卷550页）马克思称这一引起传播的信源为殉道者的“灵光”（2版1卷17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很注意了解布道者们的传播艺术。马克思经常在伦敦的大街上观看各种街头宗教宣传，与恩格斯讨论他们宣传方式的优劣。恩格斯曾注意到早期基督教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即以新闻形式传道。他引证了《圣经·新约》中使徒保罗到雅典传教的做法，描述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阿雷奥帕格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41卷287页）显然，那时基督教就已经知道利用人们的新闻欲传播宗教教义了。

如同任何一种新思想都会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它的原始痕迹一样，任何一种传播很广的宗教，多少都需要借助以往宗教和哲学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并且这种借助还需要一定的历史环境氛围。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成功传播了的宗教本身，是以往宗教和哲学传播的继续。例如基督教，恩格斯便是这样作的总结：它通过一神论的犹太教的媒介作用，借助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与之融合，才成为世界宗教。（参见22卷552页）

人为宗教传播的条件实际上是综合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宏观上对早期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进行比较论证，说明基督教在传播条件方面的优越之处。后来基督教的发展也极为复杂，派别林立，内部斗争同样相当残酷。但从当今世界几大宗教传播的条件看，他们当年关于基督教传播条件的优点的分析，依然可以从它与其他宗教的比较中相对体现出来。


 三、宗教宣传

广义的人类宣传史，大部分年代是以宗教宣传的形式出现的，甚至西方现代的“宣传”这个词，也来自教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天主教专门的布道组织“宣传信仰协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传教协会］（成立于1640年）”（3卷234页）。这个组织的简称“propaganda”，成为各种使用拉丁文的语种统一的“宣传”一词。

人为宗教产生以来，宗教宣传相当程度上有某种利益的背景，因而它往往是一种宣传的形式，宗教只是一种外衣。恩格斯谈到中世纪的平民起义时揭示了这一点，他指出：“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22卷526页）伊斯兰教的起义，情况与基督教的有些不同，但先知们也是以宣传恢复宗教本来面目的形式出现的，而实际上他们只是觊觎富人的财富而已。这个从宣传到实践的过程如恩格斯所说：“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22卷526页）

宗教宣传这种宣传形式得以在千年的历史中发挥如此持久的能量，首先是由于存在着宗教不断产生的基础，即恩格斯讲的“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支配下”（20卷342页）。特别是广大下层群众，当他们在痛苦中无法找到出路时，宗教宣传最容易从中赢得信徒。其次，是由于宗教交往的情感特征，这种形式的宣传最容易找到热心的听众和真诚的信徒。所以恩格斯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1卷349～350页）

鉴于宗教宣传的能量，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都在充分运用这种宣传形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两者依据的宣传心理大相径庭。在19世纪以前的宗教宣传中，被压迫阶级大都强化宗教中禁欲主义的成分。恩格斯分析说：“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7卷420～421页）而统治阶级的宗教宣传，则强化宗教中的传统成分。恩格斯分析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21卷351页）对统治阶级来说，“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从崇礼派直到‘救世军’。”（22卷359页）

早期的社会主义与早期基督教很相似，同样的痛苦，同样找不到出路，这为一些真诚的人或骗子手传播社会主义的福音书提供了活动舞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不少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法国的社会主义呈各种新宗教的形态。从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18卷36页）

但是，至19世纪中叶，以宗教宣传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已经过时。恩格斯说：这是由于“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7卷421页）；另外也由于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革命化，不再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参见7卷421页）显然，宗教的宣传形式这时对无产阶级已经有害无益了。

另一方面，曾经在大革命中宣布废除宗教的资产者，则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22卷359页）这时，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还是统治阶级的宗教，都可以用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2版3卷200页）来说明它们的作用。

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80年代，对各种宗教宣传，特别是以宗教形式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进行了不懈的揭露和斗争。他们揭露了克利盖的“共产主义的爱的宗教”，揭露了骗子库尔曼的“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福音书，批评了费尔巴哈创立性爱宗教的企图，与“没有可兰经的穆罕默德”巴枯宁的社会主义宗教教义进行了论战。马克思逝世后，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流，恩格斯仍不时用社会主义的历史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防止再制造以下两种宗教：一种是用甜蜜词句组成的“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一种是用政治、军事独裁者的身份所要求的维利希的“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21卷257页）。



————————————————————


(1)
 ［德］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第八章　交往形态——文艺

文学艺术作为精神交往的主要形态之一，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文艺作品和艺术表演所造成的永恒的吸引力，已成为精神交往不竭的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本身，便是一个证明。欧洲历史和现实的几乎所有著名文艺作品和艺术家都被他们提及，文艺作品的典型和名句，融会进他们几乎所有的著作和许多书信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与宗教、舆论、宣传、新闻等等交往形态相比，文艺交往具有令人羡慕的不朽魅力。文艺的魅力何在？它在人们精神交往中的特征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没有集中论述，但许多分散的论述已经作出了回答。


 一、文艺的交往特征

文学艺术作品或表演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审美的创造物。为此有必要再次研究一下马克思下面的一段话：“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42卷97页）在这里，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和对美的认识自由创造，这种创造是人的主观想象和客观环境结合的产物。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以审美为基本内容的精神交往形态。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用审美的眼光对自然的改造，在为博士论文准备的笔记里他写道：“希腊人用赫斐斯塔司
(1)

 的艺术铁锤打碎自然，用以塑造雕像”（40卷61页）。“这些塑造的形象当中凡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都是那些对壮丽的体型赋予人类优美姿态的描绘。”
(2)

 强烈的审美意识不仅存在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更存在于现代的生活中。例如金、银这类物质，它可以作为货币，也可以作为审美对象而进入艺术交往。马克思对此曾特别指出：“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13卷145页）在谈到金这种货币的作用时，马克思也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它还是“一种美的贮藏形式”（23卷154页）。这种美的感受，是人所独具的。可以说，“美”或“审美”是文艺的本质特征。

只要人的思维不停止，那么以美为基本内容的交往形式亦不会中断。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段，批评了以前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
 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
 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卷3页）。对文艺，尤其不能持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看法。它不是对外部事物毫无生气的忠实反映，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能动的主观与现实的客观的结合，通过各种感觉所理解的世界与它的特定的想象、性格和气质的结合。1857年，马克思在他的美学笔记里，显然表示赞同地抄录了席勒的一句话：“美既是客观事物，又是主观境界。它既是形式——当我们判断它的时候，又是生活——当我们感觉它的时候。它既是我们存在的状态，又是我们的创造。”
(3)



但是，对文艺的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动的想象，这是文艺与其他交往形态的重要区别之一。1892年，恩格斯批评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文学家时说：“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面。让他去写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37卷491页）。他在这里所作的区分十分重要，正是那位“文学家”把文艺的活动特征运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事务，而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对于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马克思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在人类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想象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
 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
 、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
 ，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45卷384页）即使是比较特殊的文学体裁——幽默，想象也是必不可少的。恩格斯在评价德国作家蒙特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蒙特
 那里我们发现一切精神力量的可喜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一个幽默作家所具备的首要条件：冷静的理性，德国人善良的心地以及必不可少的想象力。”（41卷79页）

文艺对于文艺的接受者和欣赏者来说，是通过引起人的各种感受，并且依靠这些感受来使他们体验和享受文艺的。马克思永远把文艺看作一种声音和形象的系统，因为它不仅诉诸人们的智力和心灵，诉诸抽象的感觉，而且引起人们听觉、视觉和触觉（如工艺品）的共鸣。所以他写道：“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
 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
 本质力量的感觉
 ”（42卷125～126页）。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不同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20卷576页）即使是无声的印刷文学作品，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各种感觉，安排不好会影响作品的效果。像诗的印行，马克思对一位出版者说过：“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到很大影响。”（28卷473～474页）

马克思把文艺看作是人掌握世界（eignet ich die welt an）的方式之一，他写道：“我想要欣赏艺术——神赐的最好礼物；用智慧和感情的力量，我要把全世界掌握住。”（40卷455页）这种对世界的掌握，不同于人用思维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以“美”动情，是文艺掌握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指出：“‘美’创造出来的一切，对人的心灵最亲热”（40卷812页），文艺作品是“有力地征服心灵的事物”（40卷813页）。各种形式的文艺、各位文学艺术家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但美与情的交织却是它们掌握世界的共同特征。马克思曾对德国两位文学巨匠席勒和歌德给予高度评价。对席勒，他写道：“迅速的目光不管扫向何方，到处貌与神合，都一体浑然，‘美’总在努力地追求着‘伟大’，痛苦正离去，幸福来到人间。”（40卷747页）对歌德，他写道：“七弦琴声声弹奏，弦上诉说着幸福、奇异和永恒之美的激情，这激情，有时虽周遭笼罩阴影，却因它绚丽之美而焕发光明。”（40卷749页）席勒的作品理想化色彩浓厚，歌德的作品则较有现实性，他们作品的风格迥异，但都给人带来了不同的美的享受。

文艺具有如此的情感色彩，因而这种精神交往一般不能规定直接的实践目的，接受或欣赏文学艺术，是人独具的一种较高级精神享受或消闲。就此马克思称文艺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47卷215页）。恩格斯则指出：“构成生活享受的最内在核心的正是艺术享受。”（41卷305页）鉴于文艺的这种特殊的交往功能，马克思十分注意区别文艺与其他交往形态。在一般情况下，他反对将文艺直接用于政治经济的功利目的，认为这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他说：“一般说来，用诗歌来表述神学争论，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想法！哪一个作曲家会想到要把教条谱成乐曲？”（40卷363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
 。作品就是目的本身
 ”（2版1卷192页）。他谈到诗人约·密尔顿创作《失乐园》的情形，很实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
 天性的能动表现。”（48卷53页）当然，为了直接的功利目的也可以写出诗一类的文艺作品，但它只有诗的形式。马克思对此曾批评过他的朋友波克罕，他给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致词，硬以诗的形式来装饰，称为《我投给大会的明珠》。马克思无可奈何地对恩格斯说：“波克罕的《明珠
 》你收到了吗？看来，职业诗，只不过是给最干瘪的散文式的词句戴上假面具。”（32卷10页）

文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文艺创作需要情感积累和在抓住美感基础上的想象。马克思叙述自己创作诗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文艺创作与其他精神生产的不同点，首先是情感的积累，到一定时刻产生灵感：“创作的火焰，它从你的胸口向外蔓延，我的心很快就和这情火熔化在一起汇成一片。”（40卷575页）接着，是由混沌走向清晰的过程：“我听到，那遥远的阵阵声浪，已经汇成一支乐曲在回荡。我看到，万里长空，金光闪闪，一忽儿上升、一忽儿又下降。我抑制住我内心的矛盾，把快乐和痛苦注入诗章。”（40卷575页）最后，形成的作品仿佛自身于外，“每个形象都满怀柔情，想跟它的创造者再结联。”（40卷575页）这里已涉及作者与自己作品之间的自我反馈。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作家谷兹科夫创作的剧本时，也很清晰地描绘了创作中情感与灵感的作用。他写道：“除了这种理性，还有如此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灵感，并且把他的想象力引入一种几乎可说是兴奋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从事精神创作。”（41卷77～78页）甚至并非文学家的人，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写出诗来。马克思曾引证一篇文章，谈到自杀者的诗作：“在寻死的决心下定之后接着来到的奇妙的冷静时刻，一股富有感染力的灵感从内心流露出来，跃然纸上，甚至在被剥夺了一切受教育机会的阶级中也是如此。他们一心只想牺牲，深得牺牲之奥妙，他们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以便用一种鲜明、独特的表达方式倾吐一番。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收藏在档案馆，都是杰作。”（42卷312页）显然，文艺创作需要一定的情境，它不像人的即兴讲话那么随便。马克思就此曾说过：“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8卷60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喜欢套用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诗句“愤怒出诗人”（原话是“愤怒出诗作”），说明激情下的创作与科学研究的区别。恩格斯写道：“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
(4)

 ，它所能证明
 的东西是多么的少”（20卷163页）。

人们接受或欣赏文学艺术，也是出于审美性质的情感需要，至少是消闲的需要，力求在文艺对象中发现和扩展自己的审美情感，从而得到一种精神满足。对于人的这种特点，马克思写道：“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
 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
 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2卷169页）这其中，尤以两性情感为强烈，因而它成为文艺的主题之一就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恩格斯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21卷326页）恋爱时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他说：“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40卷9页）为了表达对燕妮的思念，他通宵地写诗或借用、改写别人的诗，因为诗作最充分地表达了一般语言难以表达的情感。“如今咱不想说话的地方，人们就以歌代言来衔接。”（40卷806～807页）

马克思十分喜爱读各种小说，恩格斯说他有读小说的“精神嗜好”（35卷435页）。恩格斯自己也常讲，读小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36卷77页），读诗“感到极大的愉快”（41卷555页），“到歌咏学校去，这是莫大的享受”（41卷527页）。这都表现了文艺交往的特征。在读了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后，马克思说：“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29卷572页）恩格斯也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29卷581页）。不论他们这样讲是不是出于一种客套，但道出了文艺作品打动人的最重要因素——审美情感。与音乐有关的交往也是这样，马克思说：“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48卷57页）“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46卷上册264页）。

由于文艺形态的精神交往具有较强烈的审美性质和情感要求，它所实现的交往又会受到一定的局限。作品（包括与人的活动不能分离的表演）只有找到有相应水平的欣赏者，才能够实现它自身。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42卷155页）“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42卷126页）。只有当二者相适应时，文艺交往才表现出它的高尚性。“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26卷Ⅰ册312页）。对一个地区来说，只有相当多的人有某方面的鉴赏力，才可能使某种文艺形式保持较高的水准，例如德国不来梅的音乐节就是这样。恩格斯写道：“音乐是不来梅最好的一个方面。……一种良好的音乐鉴赏力几乎是完好地在这里保存下来了；最受欢迎的是德国古典音乐家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现代音乐家中有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和一些优秀的歌曲作曲家。”（41卷181～182页）特别是一些戏剧，恩格斯认为“它的美不是在表面上，而是需要去挖掘”（41卷64页），这就需要“善于鉴赏表演艺术美的人”（41卷62页）。

当作品（表演）与欣赏者相适应时，文艺的交往形态会取得比其他精神交往形态强烈得多的传播效果。1893年，恩格斯在柏林莱辛剧院观看了一出悲剧，由于演员和观众少有的全面的相互作用，戏剧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他说：“观众表现出无比的专心，热诚，甚至可以说是激情。闭幕以前没有一点声响，帷幕一落立即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而在演到悲惨的场面时，观众莫不热泪纵横。无怪乎演员们喜欢这些观众胜过任何其他的观众。”（39卷119页）尤其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水平相当的相互感染是成功的关键。恩格斯写道：“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作，从而使音乐获得相当强的表现力；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一致起来的艺术，……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秘的东西从内心深处揭示出来，并且表现在音响之中”（41卷306页）。他特别称赞了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弗·里姆，正是由于他的激发，使合唱团的演出更富于魅力。他说：“里姆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有一颗青年人那样火热的心；没有人像他那样善于激发合唱团员和乐队队员的感情，使他们的演出充满生活气息。”（41卷182页）

而当作品（表演）的欣赏者缺乏鉴赏力时，作品或者无法表现自身，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引起“美学上的假象”（46卷上册18页）。1889年，恩格斯谈到艾威林的一个剧本在伦敦的演出，便反映了英国观众缺乏对挪威式戏剧的鉴赏力。他说：“这是一个写得很出色的草稿本，不过结局像易卜生的剧本那样，没有解决冲突，这里的观众对此不习惯。”（37卷205页）在文艺鉴赏中，不能理解尚不会造成危害，但是“美学上的假象”则会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在经济学著作中谈到的《鲁滨逊漂流记》，由于后来许多人模仿性的想象而使没有鉴赏力的读者对社会发展产生种种不正确的认识。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水平并不高，没有文学鉴赏能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施里加，却赋予这部小说的表面词句以直接革命的意义，因而马克思称他是“一个刚刚
 读完席勒的‘强盗’的文科中学生”（2卷257页）；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平凡的感伤的爱情小说”（4卷259页），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却以假冒的文学鉴赏力，“硬把它们说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4卷260页）。恩格斯对格律恩予以了无情的嘲讽。问题在于，他们这种毫无文学鉴赏力的模仿性想象，可能在同类水平的人中引起无批判能力的政治上的冲动。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发表《神圣家族》批判他们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种由于拙劣鉴赏力而造成的社会后果，恩格斯认为不应当由文艺家来负责，而应由鉴赏者自己负责。1890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位年轻的文学家要求易卜生戏剧为北欧妇女运动的某些缺点负责时，恩格斯讽刺性地回答说：“我只看过易卜生的几出戏剧，因此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追名逐利的妇女们有点歇斯底里地彻夜读书，这是否要由易卜生负什么责任。”（37卷409页）

恩格斯很早就感觉到文艺作品的文学价值与读者水平之间的矛盾。1839年他评论民间故事书《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时，指出：“我不想涉及这个故事的文学价值，因为我喜欢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那个出色的改写本，尽管也可以在叙述上找出某些不足之处，——不过没有哪一本书比它更不宜于推荐给人民了。……整个叙述就是为破坏夫妻间的忠诚进行辩护，把这样的民间故事书交给人民是很成问题的。”（41卷21页）他这里讲的人民，是指处于最下层的农民、作坊工匠和学徒等等。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读类似的民间故事书，注重的是其文学价值，故事内容本身一般不会对他们产生直接社会实践的影响，但对下层人民来说，就可能出现恩格斯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某些艺术（如大众化的绘画、音乐）是最适合用来作为与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进行交往的。1848年年底，恩格斯从法国到瑞士的流亡途中，就是通过绘画、民歌与许多乡间百姓建立了友好关系。例如他在一个农庄的情景：“走了好几个钟头，我才到了一个大农庄，在这里，人们非常乐意地请我吃东西，为此，我给主人的孩子们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脸谱，……农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漫画，衷心地感谢我，并且立即把这些逼真的画像挂在墙上。”（5卷555页）马克思也主张一定的文艺作品要与一定的接受者相适应。他肯定俄国寓言《山鹰、叭喇狗、公鸡和兔子》，就是因为寓言的语言和结构简单浅显，是作者“给那些不大开化的人写的”（10卷279页）。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文艺家无条件地迎合欣赏者较低层次的要求。他们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惜牺牲艺术上的完善，用一种粗糙、笨拙的文学技巧，投合19世纪欧洲惊险小说作家与他们赢得的广大读者双方都特有的浅薄感情和荒谬想法。马克思指出：“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2卷71页）马克思不顾来自小市民阶层的对伟大文学家的种种庸俗指责，捍卫他们作品不朽的文学价值。他曾写过11首诗，讽刺那些小市民。他模拟指责人的口气写道：“歌德是个讨厌鬼，……他把本性描写得那么赤裸裸，也不设法用宗教伦理来遮掩。他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而后才能写得出优美的诗篇。……他的整个动机多下流，哪篇作品可用来说教？”（40卷655页）“席勒这个诗人好是好，糟的是他圣经读得少！”（40卷654页）在这里，指责人是在用官方政治—宗教的功利标准要求伟大的文学家，表现出对文学的无知。

在较高的文艺作品和较低的鉴赏水平之间，恩格斯多次要求后者提高自身。1859年，他的一位远亲卡尔·济贝耳来到曼彻斯特，这是一位爱好写诗的23岁青年。恩格斯向母亲汇报说：“他的全部东西作为艺术作品是一文不值的。……我经常斥责他这一点，并告诉他应当暂时放弃蹩脚诗的创作，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以便从头开始培养鉴赏力……如果他这样做，他还可能成为一个十分像样的人。”（29卷577页）但就文艺作品与接受者的关系而言，在双方的互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作品，它们在传播中创造着熟悉它的鉴赏者。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46卷上册29页）因此，提高作品质量又是使文艺交往达到较高水准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要求作家们向德国语言文字家雅·格林学习表达艺术，因为他的文体是一种“通过深奥、简练而又含蓄的语言来表达的艺术”（32卷214页）。他还称赞了爱尔兰作家卡尔顿，尽管他的风格和结构都不高明，但是“作为爱尔兰农民的儿子，他……更熟悉自己的对象”（34卷89页）。为了使作品赢得并培养更多的鉴赏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倡文艺家发展自己独特的风格。马克思希望文艺作品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2版1卷111页），他喜欢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名言“风格如其人”（2版1卷110～111页）。有一次，当读到一出法国滑稽剧《伐木工人的全民投票》时，马克思称赞它不仅“绝妙”，而且“具有奥芬巴赫的音乐风格”（32卷484页）。恩格斯也喜欢布封的名言，并把它进一步套用为“风格即文学”（41卷75页）。他认为现代风格“为发挥作者的个性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所以尽管有近似的地方，但是谁也不是谁的模仿者。海涅写得光彩照人，文巴尔克热情明快，谷兹科夫贴切精练，不时闪现出一缕温暖宜人的阳光，奎纳则写得晓畅通达，有点明亮度过多而暗影过少”（41卷524～525页）。1881年，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参加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恩格斯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挥自己的风格”（35卷6页）。


 二、物质生产发展同文艺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39卷19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在宏观的角度运用这个基本观点，例如他们讲过的以下这些话：“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艺术……等等”（19卷374页）。“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20卷197页），艺术家“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3卷459页）。这些观点，显然具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性。然而，他们从不把宏观的结论当作公式来剪裁具体的文艺生产和交往的历史。正确的结论简单套用，往往是谬误产生的原因。

文艺的生产和交往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繁荣不一定与物质生产发展同步。社会矛盾冲突独特或比较复杂、精神生活丰富的社会，不一定是物质生产最发达的社会，然而正是那样的环境，却是文艺繁荣的条件之一。马克思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46卷上册48页）。

例如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就像一个人在童年时代表现出来的稚气：“小孩不相信精神
 ，但却相信鬼怪
 。”（2版1卷143页）但它“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46卷上册49页）。只有在古希腊的物质发展条件下才会产生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这一点证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伟大的文艺作品一旦产生，会成为后世文艺欣赏的几乎永恒的对象，这就是文艺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古希腊为例，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46卷上册49～50页）“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46卷上册49页）恩格斯也谈到过这种感受，他在论证古代民间传说时说：它们“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它们把我……带到一个跟大自然近似的世界里”（41卷23页）。马克思还计划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例，说明经济尚不发达的16世纪的英国所产生的这一文学瑰宝，同样对现世文学是不可企及的范本。

恩格斯对19世纪挪威文学的繁荣及其价值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这时的挪威还处于中世纪末期，与欧洲主要国家的中世纪不同，那里压抑人的精神发展的因素比较少。恩格斯说：“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
 ，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37卷411～412页）。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37卷411页）。如同马克思把古希腊看作人类的正常儿童时期一样，恩格斯在这里把19世纪的挪威看作人类正常的青年时期。一个正常发展的青年受到启蒙后的热情，不也是令人向往吗？海上贸易打开了挪威的门户，这个社会的生活出现了矛盾和波澜，于是产生了以易卜生戏剧为代表的文学繁荣。恩格斯说：“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37卷411页）“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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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37卷410页）显然，恩格斯也认为挪威文学是后世的一种范本。

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生，一方面有经济、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另一方面也有文艺发展的特殊背景。各种矛盾的交织，使得文艺复兴不是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大工业时期，而是在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交接的时期。产生文艺复兴的直接原因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20卷360～361页）马克思也写道：“在这个野蛮的
 、不平静的时代
 ，意大利文化开放了最优美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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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18世纪的文学繁荣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在整个欧洲发生巨大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德国经济的分散和闭塞以及政治上的过分压抑，使得它不得不把创造性转向精神方面，文学和哲学发达了起来，出现了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人物。恩格斯说：“这个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正好是文学和哲学的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盛的时期。”（18卷652页）

恩格斯喜欢引证席勒的诗句：“诗歌里永远不朽的东西，在生活中注定要灭亡”（41卷15页）。它说明一种现象：几乎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具体的、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而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完全再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世的伟大作品后世不可企及。马克思谈到过古希腊，还谈到过古罗马，他说：“文学和艺术，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奥古斯都时代里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40卷826页）关于意大利的文学繁荣，恩格斯也说过，它以后再也不曾达到，那是“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20卷533页）。由于文艺生产的这种特殊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各种后世人对前世人的简单模仿。马克思十分重视莱辛对伏尔泰的批评，因为后者认为在现时代能创作出古代荷马史诗式的作品。伏尔泰真的写了一部模仿性质的长诗《亨利亚特》，结果是失败的。马克思说：“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26卷Ⅰ册296页）恩格斯也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他写道：“诗歌作品的美，绝对不会由于它不断求助于贫乏枯燥、毫无诗意的时代而显得更加出色”（41卷33页）。

有鉴于此，马克思反对简单地用“进步”这样的概念来说明文艺从古至今的发展，因为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文艺作品的价值是不能用现代比古代“进步”的标准来衡量的。他曾计划论证下面这个问题：“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46卷上册47页）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表达的十分清晰了。

由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文艺作品有可能在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上发挥其交往媒介的作用。特别是一些过去时代的优秀作品，几乎永恒地发挥着作用。它们或表现为借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的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福斯塔夫这个形象；它们或在欣赏者那里得到意蕴延伸，恩格斯在谈到浮士德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这两个民间传说时就讲过：“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说；每个时代都可以采用它们而不改变其实质；歌德以后的浮士德传说，也如荷马以后的《伊利亚特》一样，虽然几经改写，总是揭示出某些新的东西”（41卷18页）。

另外，优秀文艺作品还由于能引起情感共鸣而使人们与之建立象征联系，并通过这种途径与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有一次，恩格斯从他夫人身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形。1869年，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送给恩格斯夫人莉希一本爱尔兰古诗集，恩格斯告诉燕妮：“莉希吩咐我代她感谢你送的出色的和选得非常成功的礼物——穆尔的《爱尔兰旋律》。你不能使她比这再高兴了。这些诗歌中大部分她从童年起就熟悉了，但几乎没有一篇是从头到尾都熟悉的，现在靠这本书，她可以唤起已经有些淡忘的记忆。”（50卷434～435页）

有时，以上几种情形会综合发挥作用，如马克思讲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法大革命，他说：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8卷122页）。

在以上的文艺交往活动中，文艺作品塑造的典型形象的媒介作用十分突出。当马克思看到英国报界支持美国南部奴隶主时，他立即想到了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塑造的伦敦西区的男仆“黄裤奴”的形象，于是黄裤奴就成为他对一些报刊的称呼；当他了解到一起英国遗产案时，其中的当事人又使他想到这个人“扮演了完全和巴尔扎克描写谋杀、通奸、欺骗和非法占有遗产的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模一样的主角”（11卷85页）。恩格斯在一首诗里，描绘了许多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在自己脑海里的情形：“有许多美丽的形象，在远处招呼，犹如繁星点点，透过云雾，给我们送来亮光，优美柔和。他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是退尔
 ，手拿弯弓，那是齐格弗里特
 ，他降服过巨龙，执拗的浮士德
 也来了，……诗一般的梦幻，还会重新出现，当你再次看见他们，欢乐充满心田。”（41卷624～625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表达了文艺欣赏者与作品中典型形象的异质同构关系。这种交往不求经验和情感内容的完全契合，只求结构特征的相似。因此同一作品可以超越时代、阶级、民族而与欣赏者建立特殊的交往关系。文艺交往的这种特殊性，恰恰是文艺生产和交往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的表现。

马克思曾比较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古代社会，他指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46卷上册486页）文艺的生产和交往，出于人的审美需要，创作和欣赏就是目的本身。这种特殊的生产与交往，与古代社会的观点接近，因而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产生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是文艺生产的沃土，它把文艺竭力纳入商品范畴。文艺创作和欣赏是人进行自由的精神交往的能力的一种象征，于是便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26卷Ⅰ册296页）在这里，他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艺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在马克思看来，文艺能够通过自己的存在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对抗，因为一个文艺家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他的劳动有可能区别于一般的工厂劳动，而使自己的作品表现为目的本身。他说：“贝朗瑞
 唱道：‘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2版1卷192页）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文艺生产的敌对性质，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许多文艺作品可能具有对抗这种制度的内容。马克思在谈到法国时说：“对社会状况的批判性论述决不仅仅在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家本身那里能够找到，而且在每一个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文学和回忆文学的作家那里也能够找到。”（42卷300页）对英国文学，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0卷686页）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德国文学与社会的对抗，他写道：“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2卷634页）

一些民间诗歌比其他文学作品更明快地表现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如马克思提到的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之歌，他说：“这是勇敢的战斗的号令
 。这支歌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无产阶级一下子就决不含糊地、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2版3卷390页）恩格斯多次谈到的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两首诗歌《切希市长之歌》和《罗德斯特男爵夫人之歌》，也带有明显的对抗社会的性质。

鉴于文艺交往的这种特殊性质，马克思批评了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因为他简单地谈论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他写道：“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
 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26卷Ⅰ册296页）马克思区别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主要指文艺生产），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包围中，文艺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

这当然不是对“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一基本观点的否定，而是要说明文艺生产和交往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事实上，文艺的繁荣是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在人类的野蛮时代，艺术是无意识产生的；只有社会经济进化到文明时代，艺术才可能成为真正有意识的一种生产。恩格斯就此写道：“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21卷38页）历史上的文艺繁荣虽然不一定发生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时代，但一定的经济高潮却无一例外均是文艺繁荣的基础。就此恩格斯谈到18世纪的德国和法国时说：“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37卷490页）。

就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对文艺的影响而言，尽管文艺生产有其特殊性，但从整体上看，特别对那些一般化的作品而言，统治阶级思想对它们依然占统治地位。例如资产者要求工人“节欲”，而把工人基本需要以外的精神活动都看作奢侈这种意识，就统治着较低档次的文艺作品。马克思说：“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理想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
 。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舞台。”（42卷135页）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甚至表现在文艺风格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英国时曾指出过这一点。他们说：“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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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伪君子的风格……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7卷301页）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还表现在一定的文艺作品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上，尽管优秀文艺作品及其塑造的典型的影响会超越时代；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表现出与社会敌对的作品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1844年，恩格斯发现英国小说的主人公开始从上层人物转为下层人物，他称赞英法的几位著名作家“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1卷594页），这个“时代”，当然不可能超越，而是强调他们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里对抗社会的一面。

实际上，正是文艺这种精神交往形态，更集中更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环境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古代社会时，荷马的史诗和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成为他们分析当时社会特点的主要证据之一，他们毫不怀疑伟大的文艺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时代特征，并且把司各特、大仲马、巴尔扎克这样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当作历史著作来研究。例如巴尔扎克，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是塞万提斯之后的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从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社会的最直言不讳的史料研究家。”（50卷484页）“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
 有1815年到 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36卷77页）马克思则进一步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许多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8)



由于时代环境的差异，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观点、风格也大不相同。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比较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和古希腊早期诗人荷马时，他指出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卢克莱修是一位真正的罗马史诗诗人，因为他歌颂罗马精神的实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荷马笔下的生气勃勃的、强大的、完整的形象，而是坚强的、武装到不可穿透的、没有任何其他品质的英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僵硬的自为存在形式，失去神性的自然和与世隔绝的神。”（40卷123页）

尤其是民间流传的诗歌，其内容往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生活或情绪。马克思在谈到亚得里亚海岸的达尔马戚亚人时写道：“正像绿林豪杰是古条顿族诗歌的主题一样，海上英雄成了他们民歌的主题。”（12卷100页）恩格斯在谈到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人民情绪时，专门引了一首流行的影射歌曲。他说：“巴黎工人现在哼一支小曲，它的副歌是：‘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小小的芥末商；他就要回自己的故乡；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个小小的芥末商是谁，警察当局禁止了这首歌。”（29卷9页）

不过，这类文艺水平不高的诗歌，一般无法超越时代，一旦离开了具体的时空，就失去了传播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文艺与其他精神交往形态又有相近性。例如19世纪20年代德国作曲家卡·韦伯的歌剧曾歌唱了法国的罗亚尔河：“在绿色的罗亚尔河岸上，诱人的扁桃花正在怒放，我感受到了相爱的魔力，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地方。”20多年后，恩格斯在流亡途中跋涉在罗亚尔河边，就发现这首歌早已失去了生命力。他写道：“谁学习20年代德勒斯顿的时尚，在罗亚尔河岸上寻找扁桃树和甜蜜的、温存的、热情的浪漫性格，谁就给自己造成一种可怕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只有德国世袭的第三代女学者才能产生的。”（5卷555～556页）德国农民战争中流行的诗歌也是这样，恩格斯说：“《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这首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虽然它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今天却不能也不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领会它。”（36卷310页）

一定的环境对作家和文艺作品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同一个时代，具体的不同的生活环境也影响到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恩格斯谈到柏林的一些作家时指出过这个问题，他为多少有一些天赋的德国诗人担心，因为当时德国小市民的环境会毁了他们。例如诗人卡尔·倍克，恩格斯说：“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为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4卷243页）即使像歌德这样伟大的作家，恩格斯也批评他有一根庸人的辫子，其原因是德国小市民的环境造成的。就这一点而言，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又明显地得到了证实。


 三、创作方法和文艺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文艺创作家，但是高明的文艺鉴赏者和批评家。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因而常利用一切交往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他们又是科学家，非常尊重文艺创作和传播的特点。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了他们关于文艺创作方法的基本观点。

首先，他们都坚决反对没有思想的形式主义的纯美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很难实现作品与鉴赏者的交往，用于宣传更是毫无效果。对形式主义的纯美文学作品的批评，马克思是从自己开始的。他在大学时创作了许多诗，还有一些小说和戏剧。经过冷静思考，他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缺点就在于“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40卷9～10页）。“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科斯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40卷14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表明了他一生所恪守的一个文艺批评的原则：文艺作品应当接近真实和实际生活，而不应仅仅依靠理想和修辞；真正的文艺作品应当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艺术特征。

这个批评原则，马克思无论对政敌还是朋友的作品，都一视同仁。1873年，他谈到法国作家沙多勃利昂（通译夏多布里昂），批评他的作品“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33卷102页）。这位作家政治上是个反动分子。1867年，马克思谈到德国作家波克罕的一篇政治性文学作品，批评道：“他又没有进行过必要的学习。他像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在他的话中，庸俗平淡和滑稽可笑的词句，比比皆是。他本能地给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戴上了小丑尖帽。”（31卷561页）这位作家是马克思的密友。显然，马克思气愤的焦点不在于作者是谁，而在于这类文艺作品除了表现个人的虚荣外，几乎无法使人与之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希望文艺是真正的创造，而不是拙劣的模仿，因为这同样是一种低档次形式主义的纯美文学。马克思以雕刻艺术为例写道：“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就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40卷137页）恩格斯也批评“垂死的模仿文学”（29卷583页），由于它18—19世纪在德国的流行，使得“散文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差”（45卷173页）。1894年，他谈到敏·考茨基的一篇小说，尽管他对她很尊重，仍然不客气地批评了她，指出：“这是对格莱哥尔·萨马罗夫（奸细梅丁）的低级趣味小说的拙劣模仿。……《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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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了这种东西使我有些吃惊。”（39卷216页）

追求纯美文学形式的作品，由于把描写对象过分理想化或格式化而无法表现出生活的真实，也无法对欣赏者产生真正的影响。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一些关于法国二月革命领导人的文学作品时，说明了不赞成这种创作方法的原因：“在现有的一切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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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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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7卷313页）他们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同样题材的希望：“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7卷313页）在这里，荷兰艺术家伦勃朗的现实主义绘画法代表了他们所主张的创作方法。

1859年，他们在评论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马克思把这种创作方法称为“莎士比亚化”，恩格斯把它称为“现实主义”，意思是一样的。他们都十分看重莎士比亚在文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张借鉴他的创作经验。根据他们的论述，这种创作方法的特点是：严格地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按照现实本来的面貌再现现实，广泛深刻地描写社会生活，正确处理人物与现实的关系，通过对特定环境中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并且做到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文艺作品的倾向性，但要求文艺家们“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29卷573页）。这种表现应当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和现实的。他们所以看重莎士比亚，就在于他做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恩格斯甚至写道：“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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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33卷108页）如果作家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那么作品本身就有可能无形中超越作家本人的倾向，更深刻地反映现实。马克思在评论《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玛丽花早期生活的部分时，曾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2卷218页）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看法，他写道：“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
 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
 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37卷42页）。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反对简单地根据一个作家的政治观点来评价他的作品，他指出：“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34卷343页）

在文艺创作中，人始终是作品富有生命力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将人物描写成“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这种浪漫主义的样子，而要求作品典型地再现生活中的人。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时就指出：“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29卷574页），“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出什么特出的东西。”（29卷574页）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7卷41页）这是恩格斯评论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时讲的一段话，他认为这位女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够典型的了，但表现这些人物的环境却不是典型的，因而人物的典型性也就打了折扣。他强调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结合。这方面的范例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福斯泰夫。他是一个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个与下层社会有广泛联系的人物，莎氏展现出一幅“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背景。恩格斯把这一范例称为“福斯泰夫式的背景”（29卷585页），认为应当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和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才可能使作品表现出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

在关于创作方法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批评了另一种宣传式的文艺作品，这类作品明白地表露出政治倾向而缺乏文艺作品应有的特点。它们不仅妨碍接受者对文艺交往形态的本质认识，也使接受者对宣传内容反感。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德国这种政治倾向加文艺佐料的作品，批评说：“1830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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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8卷16页）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在这类拙劣作品之列。恩格斯说：“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
 。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4卷237页）。这种文艺创作的倾向在19世纪的德国社会主义文艺中表现比较明显，马克思称它“是席勒式
 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29卷574页）；恩格斯称这是“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29卷585页）。

席勒是德国18世纪的伟大作家，他创作前期有一种明显的缺点，即以主观感情代替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观察，以抽象观念的注释代替对实际生活的真实描写，在人物塑造上则表现为人物的抽象化、理想化、概念化，即把人物当作思想的单纯传声筒。他后期的创作对此有所克服。然而，席勒前期的创作倾向，却受到在专制统治的压抑下新一代德国革命青年的欢迎（包括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成为一种很难克服的德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流行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这种倾向花费了不少精力。1858年，马克思曾注意到他早年的朋友卢格把文艺所表现的对事物的观察和用哲学对事物的思考等同起来，他很不以为然，对恩格斯说：“卢格这个畜生在普鲁茨那儿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29卷356页）1859年，他们评价拉萨尔的戏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的主要意见就是他过于直接地把主人公变成了自己观点的传声筒。马克思告诉他：“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29卷574页）恩格斯则指出，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但他的动机“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29卷583页）。

恩格斯晚年，一再婉转地向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指出这一缺点。1885年他写道：“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36卷385页）1888年他再次写道：“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37卷41页）在著名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中，他批评了杜林企图以自己的好恶在未来社会里消灭以往一切文艺的专横做法，并认为这种幼稚的观点不值一驳，因而用讽刺的笔调写道：“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曾经极力保护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描述出‘表明世界的完美性’的真正理想的诗的杰作。”（20卷345～346页）当然，杜林产生这种关于未来社会文艺政策的想法并不是偶然的，他不过道出了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的“席勒式”倾向，在社会主义一旦胜利时必然会采取的文艺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就是为了防止席勒式倾向扼杀文艺特有的交往特征。

那么，文艺批评应当怎样在尊重文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呢？恩格斯评论歌德时提出了两条标准，他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4卷257页）。所谓美学观点，就是评论作品时把艺术的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尺度；所谓历史观点，就是把作品放到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加以考虑，把作品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作为衡量的一个尺度。两个尺度缺一，都可能产生偏差。

在具体批评中，他们还常用比较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得出“意大利女歌唱家倍尔西阿尼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这一结论时，便使用了这一方法。他们写道：“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
 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3卷517页）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比较法。他用歌德写的同一题材的剧作《葛兹·冯·伯里欣根》与之比较，发现不管读者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会把它当作宣传革命的文学，而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相比之下就表现出不能容忍的非艺术化的宣传味道。正是在这种对比下，他得以批评拉萨尔“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在对一个时期的文艺派别进行评论时，比较的方法是个人与整体相比。恩格斯评论德国文学流派“青年德意志”时谈到这种方法，他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1卷523～524页）

文艺批评是文艺交往的一种经常的形式，它需要公正和不讲情面，同时也需要必要的礼节。就这方面而言，恩格斯批评了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是批评的野蛮化，一种是批评的无原则。1839年，德国作家奎纳、维尔、海涅之间发生了互相骂对方为“狗”的文艺论战，恩格斯痛心地指出：“这种狗咬狗的事件是整个现代争论中最可耻的污点。如果我们的文学家开始像野兽一样彼此相待，并且在实践中运用自然历史的规律，那么德国文学很快就会像动物园了”（41卷87页）。他也批评了另一位德国作家亚·荣克的无原则性，写道：“他谈到‘现代’文学，马上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吹大擂阿谀奉承起来。简直是没有一个人
 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一个人
 没有杰出的创作，没有一个人
 没有某种文学成就。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妄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1卷523页）


 四、“世界文学”

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世界交往的角度看待各种人类精神交往形态一样，他们同样强烈意识到文学艺术正在克服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局限，走向世界。他们在考虑文艺时，将它置于广泛的经济、社会、历史的基础之上。1845年，在谈到世界交往时，他们就意识到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从现代交往开始的，因而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卷51页）1847年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谈到文学，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14)

 这里提到的“文学”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为此，英国学者希·威柏拉尔曾详细考证了《宣言》中所有带有“Literatur”（文学）词根的词。

世界文学的起点即世界交往的起点：世界地理大发现前后。恩格斯在论述当时的背景时写道：“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更加多样化，规模也更大，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更加兴盛，……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成为可能”；（20卷530页）同时，欧洲的六个民族的文明语言已经形成，“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十四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20卷530页）。这种世界文学的意识，使他们在考察文艺生产时得以站在制高点上，比同时代人更深刻地把握文艺这种交往形态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学走向世界趋势的认识，吸取了歌德的看法。歌德晚年已意识到国际间物质交换不断扩展，将会给智力和精神交往带来相应的发展，因而他多次谈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当然，这不是说放弃文学的地方的和民族的特点，而是指一种地方的和民族的文学同时将成为其他地方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一种地方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又会受到其他地方和民族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文学生产变得异常丰富，文学交往异常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世界文学的，《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广义的世界文学汇聚的产物。《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资本如何像巫师那样呼唤出现代生产力，使用的是歌德的诗《巫师的学徒》里的话；关于现金交易关系的形容，出自英国作家卡莱尔的作品；“工人没有祖国”的名言，是法国革命家马拉的话；《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显然借鉴了维尔纳·松巴特的话“无产阶级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没有可以丢失的东西”；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则可以从海涅有关的作品中看到它的影子。世界文学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他们的著作本身，便是许多世纪各国文学经验和回忆的宝库，600多个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数百位文艺家，活跃在其中。当20世纪的人们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时，现实早已印证了他们当年预言的“世界文学”无可辩驳地到来了。



————————————————————


(1)
 古希腊神话中的火和锻冶之神。——引者注


(2)
 马克思1842年上半年摘录卢莫尔《意大利研究》的笔记，转引自［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45页。


(3)
 马克思1857年摘录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的美学笔记，转引自［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354页。


(4)
 指经济学。——引者注


(5)
 指1870—1890年。——引者注


(6)
 这里采用的是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492页的译文。另一译文参见《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163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7)
 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引者注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摩尔和将军》，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引者注


(10)
 这里是指文字描述。——引者注


(11)
 一种罗马的戏靴。——引者注


(12)
 莎氏另一剧作《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引者注


(13)
 指法国七月革命及在各国引起的起义。——引者注


(14)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0页。



第九章　交往形态——舆论

舆论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的一种交往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舆论”的概念出现频率很高，达300多次。他们著作中译文“舆论”、“社会舆论”、“公众舆论”等，除少量原著中没有对应词，是译者加上去的外，其对应词均是offentliche Meimung（德）或public opinion（英），直译“公众的意见”，与中文“舆论”对应。中文“舆”即公众，社会舆论、公众舆论的译法是同义反复。“社会舆论”的译法亦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用词习惯。在他们的著作里，“社会的”一词，是“gesellschaftlich”，如“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社会的”即是。在谈到舆论这种意见形式时，他们强调其公众的特点，因而他们有“不可数的无名的公众的意见”
(1)

 之说。由于一一改动中译文比较困难，这里只做个说明，引证仍暂按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原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公众意见，不等同于在上层看来的下层的“民意”，它包括一般下层人民的意见，也包括统治阶级中不参与决策的人的意见。例如马克思1855年谈到英国舆论对克里木战争危机的态度时，就提出了两大类舆论群：“前一种是人民谈论的，后一种则是俱乐部和沙龙谈论的。”（11卷53页）按照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政治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附加了多种定语，如欧洲的、英国的、某年的、统治阶级的、工人的、小市民的、党内的、军内的、立宪主义的、爱好自由的等等。如果没有对舆论作出这类界定，那么一般是指某一具体区域内的各阶层大体一致的意见或倾向。

舆论也不等同于报刊，尽管二者关系密切，报刊有“舆论界”之称。马克思对这一点的掌握是严格的。1862年，他在《英国的舆论》一文中，便介绍了英国报刊的意见和舆论如何完全相反。即使二者一致，他也将二者分列，例如他的这样一句话：“英国报刊和社会舆论要十分严肃认真地讨论入侵问题了。”（13卷498页）

现代的舆论概念开始于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世纪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使舆论迅速成为一种国民的普遍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时，就意识到舆论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把舆论视为“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
 和鲜明的表现
 ”（2版1卷384页）。恩格斯讲得更明确：“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直译：世界历史进入舆论）（41卷515页）虽然他们没有对舆论进行过集中论述，但从他们对这个概念的运用和分散论述中，已足以勾画出他们对舆论的基本认识。


 一、舆论的历史演进

尽管“舆论”这个概念在拉丁文语系中出现很晚（1762年），但自从人类形成人类群生活时起，舆论现象便伴随其中，开始了它自身的历史演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论述了舆论的发展过程。

在人类漫长的原始状态中，逐步趋向一致的看法、观念、意志，形成了氏族、部落等天然人类群的舆论。这时的舆论，就已经表现出现今舆论权力的某些萌芽作用，马克思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精神方面的约束力量分为三种，即舆论、迷信和自发冲动。（参见45卷657页）恩格斯认为，其中舆论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写道：“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21卷192页）由于交往处于自然的封闭状态，这时的舆论范围很小，一旦形成，相当稳定。即使氏族制度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舆论也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例如氏族公社末期，亲属关系的份地虽然在公社的人民大会上被取消了，但真正实行却推后了几代人，其原因便是舆论滞后。就此马克思在笔记里写道：“社会舆论
 非常坚存保持这个依亲属关系规定份地的制度，以致我们往往发现有些人，其先人已经有一代甚至两代根本不参预公社所有权，而仍能被允许使用土地”（45卷235页）。

除了传统的因素外，一定的舆论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在较为封闭的、交往不发达的社会形态中，一些从当今看来应是否定性的观念、认识，却恰恰是当时舆论的表现。例如“平等”这个概念，在古代社会的遭遇与现代大相径庭。恩格斯就此写道：“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20卷113页）这不仅是自由人的舆论，而且也是没有平等地位的妇女、奴隶的舆论。恩格斯还谈到中世纪依附农民甘受奴役的舆论，如何顽强地抵制解放农奴的运动。他说：“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20卷109页）。至于王权至上的观念，更是一种舆论的顽强表现。他在谈到16世纪的法国时，曾涉及当时的舆论状况，写道：“作为民族代表的王权受到那样大的尊重，只有
 国王同外国订立的同盟和关于军事援助的条约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为舆论所承认。其他人在社会舆论看来总是叛乱者和叛徒。……亨利四世只是靠了国王称号的影响才获得了最后胜利。”（45卷174页）显然，在世界交往形成以前，由于社会的封闭状态，舆论的演进十分缓慢，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的稳定剂，整体上并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舆论的演进速度大大加快，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它正在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其演进的速度和进步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具体区域交往的频率、公众参与程度和自身的民主意识。当这些条件不那么显著时，舆论的进步表现也很微小。例如马克思谈到1845年法国下层社会时，曾引证一篇文章说：“舆论由于人们的不相往来而分歧太大，太无知，也太肮脏了，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是陌生的，所有的人彼此也是陌生的。”（42卷312页）在这里，交往频率太低而使舆论无所作为。1843年，恩格斯谈到英国上院能够发挥一点作用时曾指出，这“从属于人民舆论的状况”（1卷683页）。而当时的舆论，恰恰进步到多少有了一点参与意识的程度。

现代交往频率的增大，使得数年内的舆论变化往往超过以往几百年。生活中最明显的是有关道德的舆论变化，恩格斯为此曾发出感叹：“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20卷101页）特别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舆论变化的反差极大，马克思曾以批评的口吻写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23卷827页）

在长期过分的精神禁锢状况下，外界的任何刺激都有可能激活舆论。现代舆论相当程度上是在这种情形下迅速形成的，无论关于经济制度还是关于政治观念方面的舆论，都是如此。恩格斯把这种舆论的变化，称作“人民的本能”。他以英国工人为例，谈到他们对待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态度，写道：“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20卷163页）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德国后的情形也有类似之处。由于他的军队打破了封闭的状态，于是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景：“莱茵河左岸的占领。农民和爱好自由的城市的狂喜；即使是某些敲诈勒索事件和拿破仑的血税也都不能打消这种狂喜。”（18卷652页）19世纪上半叶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地利，即是在交往扩大、激活舆论的情况下纳入了世界交往的体系。当铁路、贸易强行进入这个被崇山峻岭环抱的国度时，恩格斯记述了那里的舆论变化，他说：“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8卷35页）昔日趋向保守的舆论在新的交往环境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舆论异常活跃，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相对应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从而，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革，与此同时，在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灵活性。”（26卷Ⅲ册490页）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灵活性，使现代舆论经常不断地变化，参与社会事务越来越频繁，因而从18世纪起，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到19世纪，资产阶级的舆论已经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好社会’的可怕暴君”（22卷324页）。而“爱好自由的舆论”（2卷472页）又一再揭露资本主义自由的不彻底性，舆论变成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斗争天平的重要砝码。

对于舆论的未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没有机会阐发，但有两点是肯定的，即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17卷647页）；未来社会的舆论，将不会有很多的传统因素的制约，如恩格斯所说：“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21卷96页）


 二、现代舆论的特点

开放的现代舆论与封闭状态下古代社会、中世纪的舆论大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各种舆论现象时，侧重点始终在现代舆论方面。从他们众多的有关论述中，至少可以归纳出现代舆论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较大范围内的舆论的基础。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舆论依附于范围较小的共同体，稳定少变，作用有限。由不多的共同利益联结起来的较大范围的舆论，很容易被其他外部力量打破，例如中世纪末期的瑞士的舆论，便是这样。恩格斯说，当时“大多数瑞士人生活的孤立性，使他们根本感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9卷107页），于是，当奥地利从意大利北部赶走1.8万瑞士德森州的人时，出现了他所讲的情景：“瑞士人为这件事正在大吵大嚷，并且为自己受难的同联邦人发起募捐。但是，只要奥地利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让那些德森人回去，那末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瑞士的社会舆论就要来个惊人的转变。他们对募捐将表示厌倦，并且会说德森人一向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这是咎由自取”（9卷108页）。

而在工业革命的英国，因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舆论就决没有这样软弱。舆论一旦激动起来，不解决问题是很难消退的。1829年，俄国封锁了黑海出海口，英国舆论的力量就曾迫使它取消了这个行动。马克思回顾当时的情形时写道：“这种封锁威胁到了英国在列万特
(2)

 的贸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朦胧欲睡的舆论激动起来了，并引起了对俄国和对内阁的抗议怒潮。”（10卷317页）英国舆论的这种举动使俄国望而却步，马克思引证了当时的俄国公使利文公爵向国内发出的紧急报告，上面说：“英国舆论随时准备对俄国进行敌意的攻击。不列颠政府对此就不能经常置之不顾，而且在同民族偏见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指海上权利〉向舆论挑战是危险的。”（10卷317～318页）

共同利益有时甚至可以使对立的阶级在具体问题上形成较为一致的强大舆论。1889年8月至9月伦敦爆发的码头工人大罢工，前后有6万人参加，它最后取得胜利，相当程度上在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当时形成了一致的舆论。恩格斯曾报道说：“这时资产阶级终于想起，码头巨头们也是它的敌人，罢工工人展开斗争不仅合乎他们本身的利益，而且间接也合乎资产阶级的利益。公众同情罢工，资产阶级人士空前慷慨地解囊相助，……斗争和胜利震动了整个舆论界”（21卷442页）。

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共同利益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所谓“共同利益”经常发生变化，因而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舆论，虽然一时力量强大，却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恩格斯在评论英国舆论时说：“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舆论（大陆上只有它能够为人所知）如何随着时势和利益的变化而反复无常”（16卷549页）。他认为这是“‘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22卷324页）。一旦有关方面的利益受到损害，曾经存在的较为一致的舆论会立即被与新的利益相关的舆论所替代，不论原来形成的舆论在道德和民族感上显得多么高尚或伟大。1855年爆发克里木战争时，英国国内形成一种高昂的较为一致的民族舆论，但不久就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利益。马克思当时写道：“当俄国开始侵略土耳其时，民族仇恨马上就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也许，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那样受人欢迎。……但是了解英国人性格的人都相信这种好战的热情不会持续很久，至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11卷205页）

第二，先进的阶层和发达地区越来越成为舆论的晴雨表。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由于各地区生产力水平和封闭状态大体相当，因而除了文化传统的差异外，各方面和各地的舆论发展水平相距并不大。现代社会生活不停地动荡，交往频繁程度的差距迅速拉开，于是在各方面和各地的舆论中，自然出现了“带头羊”。这种舆论的“位差”成为现代舆论演进的动力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前后先进的思想群在形成舆论中的作用。恩格斯注意到，“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16卷181页）马克思两次引证同一本历史著作，说明法国大革命时的1792年，“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40卷374页），而吉伦特派“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也就是说，左右着公众舆论”（40卷374页）。由于他们忽略了这一点，“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40卷374页）在这里，先进思想群的舆论对历史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一个国家来说，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舆论便往往成为整个国家舆论的晴雨表。1848年，恩格斯谈到德国（当时奥地利属于德意志联邦）时，便指出了这一现象。他说：“因为奥地利人未必能够列入文明世界，他们驯顺地服从统治者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所以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现代历史的中心，社会舆论变化的晴雨表。”（2卷644页）

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中，都有相对先进的舆论起到舆论“带头羊”的作用，例如在军队里，那些有见识军官的舆论就对军内舆论有很大影响。1855年，恩格斯在报道克里木战争中英法联军时曾写道：“在兵营内也造成了以有见识的军官们公开发表的意见为根据的某种舆论”（11卷138页）。在不发达地区，这个地区的思想界就自然成为当地舆论的中心。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农村，恩格斯指出：“法国农村的学校教师一向是最能代表这些地区的舆论的”（44卷8页）。1855年时的俄国也是这样，由于那里出现了“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于是就出现恩格斯所讲的情况：“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22卷44页）

第三，外部因素越来越容易引起舆论的变化。当周围的生活环境几乎凝固不变时，舆论也处于停滞状态，外部因素若没有足够的冲击力，很难使麻木、僵硬的舆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现代交往把每个人的生活同世界连成了一片，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情形大不相同了，舆论变得十分灵敏，外界的微小变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引起舆论的变化，进而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

这种变化在18世纪已经显露，马克思曾注意到当时发生的全欧洲性的西里西亚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对舆论的影响。他写道：“如老尼布尔（史学家之父）所说的那样，西里西亚战争的消息，仅仅通过民间的口传电报，转瞬间就从欧洲飞到了亚洲。”（32卷94页）当时并没有电报，马克思用电报形容口口相传的速度，在于这场战争涉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密切注视着战争的进程。在持续八年的战争中，各国舆论的变化速度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影响舆论变化的首先是最新的事实的变动，这样的信息一旦与公众的心理因素、价值观念、记忆历史、物质利益发生碰撞，便会使舆论急遽发生变化。1870年，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发动了入侵普鲁士的战争。普鲁士胜利防御后，又转而入侵法国，从而使战争转变为法国人民的卫国战争。英国舆论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发生的变化，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战争转入法国后，马克思描述了这一变化的过程，写道：“在英国这里，战争爆发时，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完全相反。例如，在咖啡馆里，唱《守卫在莱茵河上》的德国歌手都要被嘘下台来，而唱《马赛曲》的法国歌手却博得别人齐声伴唱。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坚决同情、上流社会对明如白昼的俄普同盟的恼怒，以及普鲁士外交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以来所发出的无耻腔调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集制度、焚毁村庄、枪杀自由射手、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在这里已经激起了公愤。”（33卷167页）

如果外来信息与公众的心理期望相契合，即使信息来源可疑，也往往会引起舆论的巨大变化。1854—1855年，英法联军围困俄军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久攻不下。在这期间，有过多次攻陷要塞的假消息传到伦敦，竟回回引起群情激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过多次报道，例如1854年10月初的那一次，他们写道：“英国人在本周内所经受的激动和紧张是难以形容的。”（10卷556页）尽管消息传来时有很多疑点，“然而消息实在是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也就相信它了。”（10卷557页）甚至在否定性消息传来后，各报还不打算“立即放弃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令人惬意的误解”。直到一星期后，“英国舆论清醒过来了：关于没有围攻就占领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骗局”（10卷557页）。

在另外一种场合，如果虚假的信息稳定了舆论，那么一旦骗局被揭穿，舆论的变化也是急遽的。1848—1849年捷克的舆论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过程。当时捷克在奥地利统治下，相信了当局将赐予民族平等权利的诺言。然而，当他们发现受骗了时，舆论立即发生了恩格斯所描述的变化：“受到了最无耻的欺骗的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带头人捷克人，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狂怒的时候是不顾一切的。他们失望之极，以致布拉格的舆论整个革命化了。”（43卷469页）

由于舆论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无机方式，因而它在现代社会很容易受到社会活动家的影响，这些人的言行和兴衰引起舆论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对此，马克思讲过一种规律性现象，他说：“社会舆论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却不大去细心观察整个机关的逐渐衰落。群众只有在危险相当大了并且已经感触得到的时候，才会慌张起来。”（12卷315页）在这里，舆论的主体公众的自身感觉起关键作用。马克思针对冷若冰霜的普鲁士陪审员讲过舆论的这一特点，他说：“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舆论那样动摇一下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8卷535页）

现代舆论变动迅速，一般是就十分具体的问题而言，在大的观念变化方面，仍多少需要渐进变化的积累，当然这种积累比以往所需时间越来越短。当对舆论进行比较研究时，这种现象可以看得十分明显。17世纪，英国对非国教徒的迫害曾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并得到舆论的支持。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各教派之间的斗争大大缓和，因为人们意识到宽容精神的必要，于是舆论发生了变化，以至影响到立法的改变。恩格斯在比较前后140年间英国舆论的变化后，写道：“历史的进步是阻挡不住的；1688年的立法和1828年的社会舆论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巨大，以至这一年下院本身也察觉到必须废除对付非国教徒的最苛刻的法律了。”（1卷692页）140年对一个变动着的社会来说已经是相当长久了；而对一个停滞的社会来说，100多年舆论不发生变化也许还会认为是件好事。舆论的停滞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障碍之一。

第四，政治自由越来越成为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舆论不发展的时代，舆论对政治自由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动荡的现代社会生活，使得舆论发达起来，原有的种种限制人民发表意见的政策，如书报检查、出版特许、保证金等等就越发变得不可容忍，政治自由的各种要求被提上了日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政治舞台时，首先感觉到的便是这一点。在介绍18世纪的德国时，恩格斯曾把“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2卷634页）作为一个问题的两面，他认为，由于当时德国没有出版自由，也就谈不上有真正的舆论存在。马克思谈到他的家乡“社会舆论的一般情况”时，也指出：由于书报检查的存在，“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
 ，而且丧失了民族意识
 ”（2版1卷381页）；“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已经出现的需要。”（2版1卷378页）

政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等的总称）是一种法律确定的权利，也是一种公民的政治意识。当人民还没有这种权利意识时，舆论不可能真正发达起来，或者仅仅是官方意见的一种重复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公众获得政治意识和发展舆论看作同一个问题。在谈到普鲁士的思想发展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政治意识越发展，普鲁士的社会舆论表达得越自由
 和越响亮”（41卷317页）。

第五，舆论的逆向反映越来越强烈。政治自由实际上是对公众进行的一种公民素质的训练，它结束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舆论任人宰割的历史。由于舆论主体成熟起来，舆论变得桀骜不驯了，独立意识得到加强。如果舆论的控制者们循着老办法强行压制舆论，得到的将是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充分注意。

恩格斯认为，在人民已经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压制舆论反而是促成舆论迅速发展的一种因素。1844年，他在介绍了多起普鲁士国王压制舆论的事实之后指出：“它们对于公众舆论的发展却产生了奇效。它们把人民从政治上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使人民如此激愤，以致连这位‘基督教国王’最老和最忠实的拥护者都开始为现行制度的稳固性担忧了。”（42卷195页）

舆论一经产生，往往会顽强地发展下去，而不以舆论控制者们的意志为转移。19世纪中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实行有限度的自由主义政策，俄国国内开始形成有教养阶级的民主舆论。当他感到这些政策威胁到自身的统治时，又采取收缩政策，但已经形成的舆论却收不回来了，舆论因他的压制政策反而顽强发展起来。恩格斯就此情景描述道：“政府时而赐与、时而废除、时而又恢复的各种自由主义性质的不彻底的措施，使得有教养的阶级有充分可能形成某种舆论”（17卷308页）。“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但是已经晚了。……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19卷157页）

在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舆论的逆向反映更加强烈，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自由地发表意见。例如在法国，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当上了皇帝后取消了出版自由，然而他得到的回报就如马克思所形容的：“受压制的出版自由会突然以反叛标语从房屋的墙壁上冲了出来”（12卷85页）。这是一种禁果效应，它以负反馈的形式提醒当权者正视人民的意见。

第六，舆论的自发性特点。舆论是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状态，因而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式的，传统对现代舆论的影响虽然比过去时代减少，但仍然不可忽视。这方面的舆论曾经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英国现代化的进程。恩格斯在介绍1840年的英国时就讲到过这种情景：“对于封建势力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舆论上都秋毫无犯，……只要社会舆论及其法意识允许，这些决议甚至会因无所谓的行为而使一个诚实人被定为罪犯。”（1卷5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十分重视现代舆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识到有些舆论的非理性成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屈从于它。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23卷13页）187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报告中对德国小市民的舆论过分看重，恩格斯很不满意，因为他深知小市民的舆论是一种时代的反动。他致信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34卷396页）“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好像这个力量敌视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34卷402～403页）德国党早期的领袖人物拉萨尔，1864年因一个女人与人决斗而死。在此之前的185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告诫过他，不要被过时的“舆论”所左右，但拉萨尔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当时他因与军需部两个官员发生冲突而想与他们决斗，为此他征求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他的信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拉萨尔不应理会过时的所谓舆论的看法。回信中马克思指出：“如果由于顾及所谓的‘社会舆论’而去决斗，那决斗始终是滑稽剧。”（29卷542页）“你现在终究因为害怕‘社会舆论’而要去决斗，那就会使自己的名誉扫地。”（29卷542页）拉萨尔那次听从了劝告，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屈从于传统舆论的支配，因而最后成为它的牺牲品。

出于对舆论自发性一面的认识，“舆论的进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进步的舆论才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1892年，当一位俄国人向恩格斯请教本国如何实行社会变革时，恩格斯告诉他，这要看俄国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变化，“实现这种改革，哪怕只是一种考虑，那首先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38卷365页）当法国经过近百年的曲折，终于确立了共和制的时候，恩格斯曾欣喜地写道：“法国社会舆论有巨大的进展：认为共和制是唯一可能的管理形式，君主制等于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社会舆论向左转”（37卷45页）。但他并没有忘记提醒人们认识法国舆论的另一面，批评“巴黎小市民那样引以自豪并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的光明之城的舆论”（38卷401页）。


 三、舆论的力量

尽管舆论不可能替代实际权力，但不同舆论间的力量对比，会对社会政局产生重大影响。1886年，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男友艾威林作为英国工人代表访问美国，在美国东部造成轰动效果，新闻界对社会主义亦转以同情。这种形势的变化波及美国中部，舆论迫使那里的资产者放弃为这次访问制造麻烦的计划。在此行之前恩格斯就分析了那里的舆论态势，有所预见。他说：“他们即将到达芝加哥，那里的资产者在一个半月以前好像要在他们到达时叫警察制造紊乱。但是在东部各州社会舆论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他们未必会采取这类行动。”（36卷539页）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中，舆论站在哪一边，无疑标志着哪一边在道义上的胜利。1893年，恩格斯建议德国裁军，因为这样“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22卷465页）。德国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但恩格斯从中表达的关于舆论作用的观点，却是十分清晰的。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概念的运用看，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舆论的力量。

第一，舆论是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在他们写的时政通讯中，权力组织受制于舆论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1860年奥地利实行新的议会选举，一些反对党和匈牙利民族的代表进入议会，便是舆论压力的结果。马克思就此事报道说：“皇帝的恩诏没有骗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舆论立即迫使旧的市议会（革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15卷250页）。在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也得考虑到舆论的反映。1853年，他接受了与俄国停战的四强国共同照会。消息传开，首都君士坦丁堡发生抗议风潮。马克思对这一事件报道说：“炽烈的怒火席卷了君士坦丁堡，以至苏丹在第二天既不敢到御前会议厅，也不敢像平时一样在外国军舰的礼炮齐鸣和全体舰员的‘万岁’声中驾临托普汉讷清真寺；……苏丹出告示，宣称不停止军事行动，于是舆论才有些平静下来。”（10卷29页）在现代社会，任何权力组织和个人的权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舆论的无形制约。为此，马克思曾在1862年引证过一篇题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说明了舆论对专制的路易·波拿巴同样显示出力量。

舆论对权力组织的制约，有时会带来疾风暴雨式的结果，有时是渐进式的结果。前者最典型的是1848年二月革命。恩格斯多次谈到，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舆论发挥了作用。当时以日拉丹为代表的新闻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各阶层公众对基佐内阁的不满，大量揭露这个内阁专制、腐败的材料公之于世。然而，基佐内阁不予理睬。恩格斯当时就指出：“在1830年革命后这个时期内，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露骨的厚颜无耻和对社会舆论的蔑视。”（3卷30页）“任何这样的内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4卷206页）果然，不到一年，基佐内阁连同整个七月王朝便倾覆了。在更多的情况下，舆论对权力组织的作用是渐进的。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国，尽管政治上当权的是王室和容克地主，但社会经济已经逐渐以商品经济为主了，因而当权者的决策实际上受制于资产阶级舆论。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2卷280页）。如果当权者没有舆论的支持，它的权力是十分有限的。1850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国民议会便是这样，马克思写道：“国民议会已经……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支持，……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8卷185页）。正是这一契机，导致了一年后路易·波拿巴轻易地篡夺政权。

从事工人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同样受制于舆论，特别是工人舆论。1890年，尼德兰社会民主联盟领袖纽文胡斯为儿子赎免兵役而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认为原则上可以这样做，但要求他观察工人舆论的反映。他说：“在这种个别的情况下，有决定意义的应该是，您的这一行动会给党内同志以及还在党外的一些工人群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工人们的舆论对这件事是毫不介意呢，还是因此而反对社会民主党。”（37卷503页）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搞秘密的宗派活动，轻视舆论。恩格斯告诫他们：“如果俄国运动能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37卷388页）

现代社会的精神交往中，舆论的力量日益明显。基于对这种趋势的认识，恩格斯以德国为例，甚至认为“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41卷197页）。根据英国两百年政治自由的传统，他在1845年曾设想过在舆论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的道路，他写道：“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它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2卷517页）这个设想也许有空想成分，但舆论对权力组织的制约作用，显然强烈地感染了恩格斯。

第二，舆论对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是一种推动力量。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意识到舆论是“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气勃勃的源泉”（50卷509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展示的英国各项工厂立法，几乎都伴随着关于某种舆论的形成并作用于立法的过程。能够影响立法的舆论，通常不是某一方面的舆论，而是综合性的普遍的舆论，像英国的10小时工作法案，在为其奋斗的40年中，不仅工人舆论发挥了作用，其他阶级的舆论也发挥了作用。对此恩格斯写道：“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10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7卷278页）马克思把这个法案的通过，看作是工厂主们“怯懦地向舆论让步”（23卷328页）。更早的学徒法，也是在舆论对虐待学徒反映十分强烈的情况下，由议会通过的。关于这件事，恩格斯富有感情地记载道：“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怒，竟使得议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2卷436页）

舆论尤其对议会通过的财政法案有较大的影响，这是由于财政问题直接涉及人们的实际利益。马克思就曾设想过利用舆论这方面的力量，使政府为人民办一些实事，这个方法是：“用严格的预算控制它，并通过否决税收的办法使它受制于社会舆论”（4卷213页）。《新莱茵报》1849年号召人民拒绝纳税，便是这一设想的实施。英国议会讨论取消知识税法案时，也是舆论的力量使通过的法案更有利于多数人。1853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宣布取消报纸附刊税，而有这种附刊的只有《泰晤士报》一家，它因此每年可节省4万英镑。舆论大哗，迫使这位大臣改变方案，使所有报纸受益。马克思在报道这件事时，指出的唯一原因便是“他被舆论吓住了”（9卷165页）。

舆论对立法的影响还表现在否定某些法律草案和使某些旧法律失效方面。1843年的英国教育法草案，就是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议会否决的。恩格斯当时报道说：“讨论的拖长使舆论有时间来判断提出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利用群众大会和请愿来反对这种措施，这种做法常常能够成功，去年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教育法案就是一例。”（1卷690页）曾经使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受到舆论力量的第一件事，是1842年普鲁士停止实行与俄国达成的带有法律性质的引渡协定。1848年他们回忆当年的斗争时还十分兴奋，写道：“早在1842年社会舆论曾迫使撕毁这一协定”（5卷49页）。这种情形在专制的德国属于偶然事件，而在英国已变成常规，许多旧法律由于舆论的反对而实际上失效。例如1844年制定的英格兰银行法，到1857年已不起作用，便是如此。马克思写道：“政府往往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使这项法律恰好在本来需要它来应付局面、而且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起某些作用的时期停止生效。”（12卷342页）

第三，舆论所实现的普遍的社会监督。舆论是公众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评价。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舆论趋向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监督的权力。这是由于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平等、自由的意识成为国民的牢固成见，所有人都有权自由地活动，同时每个人的活动又都受到其他人的评价。尽管这种平等、自由只是形式上的、不完全的和不真实的，但足以使舆论具有一种莫大的权威性。对舆论的这种权威性及作用，马克思使用过“舆论的陪审团”、“名誉审判席”、“批判的法庭”等等用语，恩格斯使用过“舆论的权力”、“诉诸公众”、“诉诸公论”等等用语，其意思是一样的，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周围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制约。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由传统、现实、社会关系、心理因素等等交织在一起。

舆论能够实现社会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公开本身就会使当事者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监督力量。1845年，恩格斯参与创办《社会明镜》月刊，即有把舆论监督比喻为“明镜”之意。他宣布：“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而且将对我们的撰稿人就这类事件撰写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表示特别的感谢。”（42卷415页）这种公开点名的舆论谴责有时会遇到当事人的反抗，但由于十分确切，通常他们得到的是更彻底的失败。公开与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马克思就曾借用舆论监督的特点，在自己受到诽谤时，尽力公开事件本身。1860年，他为这样一件事情，委托律师向普鲁士法院起诉，重要的不是官司输赢，其目的如他所说：“如果我根据正式理由提起诉讼得不到法律上的结果，那末至少提起诉讼对于舆论是极其重要的。”（30卷494页）

现代舆论所实现的普遍监督虽然是一种趋势，但并不完全靠自然的发展，而是经历了许多斗争，例如议会活动受舆论监督在英国就持续斗争了一两百年才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斗争具有进步意义，因而全力支持它。在德国，直到19世纪40年代，议会活动公开才提上日程。当时普鲁士莱茵省的议员不愿意接受舆论监督，他们提出种种附加条件：“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善意的
 忠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
 来影响我们人格
 的时候，才可能是有益的。”（2版1卷160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马克思批评说：“所谓善意，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说的，即这种忠告希望全省幸福，而是在比较响亮动听的意义上说的，即它对等级代表怀有满腔的温情并对他们的优秀品质分外赞扬。”（2版1卷161页）这是一种“与社会舆论对立的独立性、等级偏见”（2版1卷162页）。他认为：“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
 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
 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2版1卷162页）在这里，他不是仅仅把舆论的普遍监督看作一种批判，而认为也是对当事者正常发展的一种“保护”。

舆论监督有被动、主动两种形式。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一方总是希望舆论按照自己的意愿表现，而一旦舆论向其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它就被动地站到了舆论的审判席面前了。这种现象生活中随处可见，马克思谈到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便是一例。1852年，普鲁士当局制造了这个案件，并在全欧洲大肆宣扬“共产主义的阴谋”。然而，公开审判毕竟需要罪证。没有罪证便制造伪证，而伪证又眼看着要被揭穿，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讲的情形：“普鲁士政府由于要对舆论掩盖它在科伦审判时期的卑鄙行为而如何焦虑不安”（8卷626页），“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8卷532页），“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经站在另一法庭——社会舆论的陪审团面前。”（8卷463页）
(3)



由于普鲁士处于专制制度下，尽管当局很尴尬，但欧洲舆论似乎奈何它不得。但在英国的环境下，一旦被置于舆论的审判席前，当事者是不易逃避的。1858年马克思分析的布尔韦尔爵士事件便是一例。这位贵族诗人虐待妻子、小说家罗西娜，硬说她是疯子。由于他是伦敦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因而各报甚至包括首相对此都保持缄默。而事情一旦被公开了，情况就如马克思所报道的：“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时就连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并且（当然是抱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12卷563页）。在这里，当事人所受到的压力并不亚于真正的法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论述的是主动寻求舆论的监督，即他们作为当事一方，主动将事实或问题诉诸舆论，借助舆论的力量，给对方以精神上的压力或制约。1850年，英国当局允许普鲁士的密探在英国跟踪普国的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利用了英国的自由环境，在报纸上公开有关跟踪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于社会舆论。”（7卷370页）当有的报纸无端责难流亡者时，他们写了《致英国各报刊的声明》，同时发表在多家报纸上，希望“英国的社会舆论，……作出公正的评价”（8卷429～430页）。公开事实，不论舆论原来有何种偏见，一般地说是有利于主动出击者的。

诉诸舆论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佳方法。1871年，马克思的政敌布莱德洛在演说中和报纸上，一会儿说马克思是波拿巴分子，一会儿又说他是普鲁士的警探。对此，马克思公布了布莱德洛以前私下致自己的信，信中布氏要求马克思为普鲁士官方报纸撰稿，并忠实地为政府服务。马克思说：“他以小经纪人那种不体面的圆滑伎俩，企图把我弄上‘公意法庭’”（17卷524页），“现在，我在促使他的这封信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来‘把他交给’德国公众。”（17卷514页）这样的论战，舆论自然倾向于有理有据的马克思一边，布莱德洛则名声扫地。


 四、对舆论的社会控制

舆论不是一种有组织的精神状态，自发性使强大和软弱共生于舆论一身，它既是对各种政治经济的权力组织的一种制约力量，同时又可能受控于它们。分析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舆论的种种控制行为，揭露其中的丑恶行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舆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在旧欧洲的专制制度下，权力组织对舆论的控制是严厉而简单的，即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有的还借助宗教裁判所，禁止一切与权力组织不一致的意见发表和流通。对此恩格斯说：“书报检查制度正成为令人难堪的监督，成为对社会舆论的真正的压制，最后导致官吏专制”（41卷327页）。在这种总体控制下，偶然出现的不一致意见，会立即遭到毫不留情的惩处。马克思曾引述过普鲁士国王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意见：“我已经屡次指出，必须制止一部分不良定期报刊通过散布不真实的或被歪曲的事实把有关公共事务的舆论引入歧途的倾向，……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抵制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诱惑的毒素在什么地方放出来，就必须在什么地方进行消毒”（40卷312页）。

然而，旧的专制制度毕竟过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注意的是现代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控制方式。舆论发展有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和不确定性，权力组织沿着可能性空间内的某种确定的方向把握舆论，就形成了控制。这种控制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对舆论面临的可能性空间和对自身控制能力的了解，其次是选择控制的目标和方法，最后是对控制条件的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的各种控制舆论的方法，都包含这三个环节。其中一个环节发生估量错误，施控者就不得不屈从于舆论。他们所谈到的控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公开对抗舆论。当控制者对全局的把握十分稳定时，它们往往用公开同舆论发生冲突的方式“制伏”舆论。例如英国18—19世纪持续了几十年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舆论，就遭到了资本的顽强对抗。由于初期资本的力量强大，它们才敢用对抗的方式。马克思叙述这一历史过程时写道：“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23卷731页）。对这类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揭露性语言描述，表达了他们对权力组织蔑视舆论的愤怒。再如1893年法国上诉法院审理轰动世界的巴拿马运河贪污案时，明严实松，几乎是公开地对抗舆论。恩格斯指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等于是那些‘知情人’，那些与此有关的人，狂妄地告诉整个法国，说它是一个十足的傻瓜。那将是对公众舆论的莫大的嘲弄。”（39卷33页）

第二，争取舆论。这种方法在控制规模上较小，通常由施控者用言论或行动影响舆论，使它站在自己一边。马克思谈到的1861年“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中，美国林肯政府就采用这样的方法争取到英国舆论。当时北军扣留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上的两名南部同盟的特使，英国舆论哗然。林肯政府意识到行动失策，很快释放了这两个人。在释放行动之前，马克思就预见到会采取这一补救措施，他写道：“美国的人民……一定能够同样愿意公开承认和慎重补救这个国际上的失策，来赢回英国的舆论；而为这个失策辩护，则可能使叛乱分子的最狂妄的希望得以实现。”（15卷421页）在历史上，女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曾巧妙地争取到欧洲那些启蒙学者的舆论，她的目的是在瓜分波兰时，这种文明舆论至少不反对俄国。恩格斯虽然坚决反对俄国的对外扩张，但还是承认她争取舆论的成功。他写道：“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16卷181页）

第三，利用舆论。这是一种在施控者有把握的情况下控制舆论，以达到施控者特殊目的的方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1855年英国从泽稷岛驱逐法国流亡者而引起的事件。1851年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上台后，英国一直对这个法国皇帝持批评态度。随着这个政权的巩固，英国要找个机会缓和两国关系，而这时正好英属泽稷岛的报纸上发表了法国流亡者写给女王的一封信，批评女王准备访法。英国政府以此为理由，驱逐了包括著名作家雨果在内的一批法国流亡者。英国舆论大哗，转而反对英政府，而法国方面自然知道这是英国对法国的一种表示。马克思十分厌恶这样利用舆论，曾前后三次指出事件的实质。事件刚发生，他就意识到这是政府有意让舆论反对自己，写道：“现在留出了时间让舆论来个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了。”（28卷633页）接着，他又在报上评述说：“在整个流亡者问题上是雷声大雨点小。舆论坚决转而反对政府，但同时我甚至认为，这出戏是政府的一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路易—拿破仑的第一批要求让步”（44卷250页）。

第四，形式上顺应舆论或安抚舆论。不论是顺应，还是安抚，都是一种控制舆论的方法，并且是最通常的方法。它的基本点是使舆论有所表现或得到安抚，同时注意不要导致舆论危及施控者自身。关于形式上顺应舆论，马克思以英国选举为例。当时英国的选举制度有对选民财产的要求，使得大多数工人没有选举权。为平息工人们的不满，于是保留了一种举行群众集会举手表决的习惯。只有个别人可能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过多数人举手而当选，而落选的统治阶级候选人就要求投票表决，这时就把大多数工人排斥在选举之外了。马克思分析了这种现象，指出：“第一次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暂时给予社会舆论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以便在下一步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软弱无力。”（8卷392页）类似这种控制舆论的方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安全阀”。1855年，英国军队在克里木战争中，由于官僚主义而造成大量伤病员死亡，国内舆论沸腾。于是议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向议会做出公开报告，泛泛指责政治领袖，琐碎地批评具体责任者，使舆论平息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举的评价是：“一般说来，委员会完成了它作为减轻舆论压力的安全阀的任务。”（11卷352页）

舆论在政治方面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权力组织的首脑人物身上，因而在舆论和首脑人物之间容易产生较大的冲突，动摇他的地位。于是，不断地试探舆论对其政策的反映，必要时抛出政策失误的牺牲品，就成为一种以补偿形式安抚舆论的方法。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便是这样一位舆论的控制者。他一上台就宣布实行假自由主义的改革，对此恩格斯写道：他“采用着审慎的刺探办法，他先用这套办法试探一下舆论，然后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收敛那些太过火的措施。这种办法之一就是先让大臣们出面去干，当他们太蛮干的时候，他就出来表示不同意他们的做法”（1卷541页）。结果，几个大臣先后成为国王“试探舆论”的牺牲品，被迫辞职。在1849年的匈牙利战争中，奥地利当局也使用过这种安抚的方法平息愤怒的舆论。这年4月，科苏特的民族起义军险些打到了首都布达对岸的城市佩斯，奥地利国内舆论纷纷谴责内阁无能，于是驻匈军事指挥官文迪施格雷茨被撤职。恩格斯引证一位记者的话说明了这件事的实质：“舆论要有牺牲品”（43卷420页）。

当种种安抚舆论的方法失效时，说明控制者的地位有些不稳定了。这时，权力组织往往会采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的卑劣行径，以控制舆论，保障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论述中，谴责最多的是以下三种：

第一，有意转移舆论的兴奋点，减轻对焦点问题的舆论压力。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对外矛盾转移对内部问题的视线。1886年，俄国国内民主运动高涨，于是政府便发动了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被压迫的斯拉夫人的宣传。恩格斯当时就指出：“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它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它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它还需要一点爱国幻影。”（21卷357页）当然，用国内事件转移对外部事件的注意，也时有发生。克里木战争初期，英军备战不利，政府面临着遭到舆论谴责的危险。于是，内阁“提出了一项使举国惊讶的新改革法案”。马克思立即指出了内阁的用心，他写道：“计划就在于提出一个具有重大国内意义的问题来转移舆论对于对外政策的注意，难道这还不清楚吗？”（10卷105页）

有时，权力组织的一些人甚至故意制造事端以转移舆论的视线。1893年，法国的许多头面人物和政客因在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中受贿，受到舆论的攻击。于是他们就制造了一起所谓“阴谋刺杀沙皇”的案件，把几个波兰侨民说成是俄国人，编造了他们企图刺杀沙皇的故事，将他们驱逐出境，并大肆渲染，连巴黎警察当局也感到事情过于牵强。恩格斯在报道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权者们转移舆论的目的，写道：“到处都掀起这种叫嚣，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简单。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者……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社会舆论注意他们的卑鄙龌龊活动的这一方面已经太久了。”（22卷415页）

第二，迷惑舆论，使舆论顺从控制者。迷惑舆论的形式各有不同，基本手段即是马克思讲的“造谣和隐瞒的办法”（15卷338页）。英国政府1854年在决定参加克里木战争前，便是用这种方法把舆论迷惑住的。当时的首相约翰·罗素亲自出马进行游说，其内容完全是虚张声势，但却都达到了迷惑舆论的目的。马克思就此写道：“约翰勋爵的煽动性的发言，关于英国的荣誉的叫嚣，对俄国的背信弃义所表示的正当的愤慨，巡航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城下的英国浮动炮台的幻影，战争威胁，示威性的派军队上船——这些戏剧性的插曲把舆论弄得糊里糊涂，像一层雾似的遮住了舆论的眼睛，使它除了自己的幻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10卷104页）当一时的游说不奏效时，当权者还往往采用反复灌输的办法。1861年，英国准备参与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干涉，但国内舆论却对此不感兴趣。当时的首相帕麦斯顿意识到，把这一计划直接塞给公众是困难的，于是就通过他控制的各级报纸，进行了一个月的灌输，其情形就如马克思所说：“《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发出暗示之后，约翰牛随即被转交给政府的第二流宣谕官，他们不停地用同样矛盾的话把他折磨了4星期之久，直到舆论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观念终于变得十分熟习为止”（15卷388页）。在这种反复灌输下，清醒的人是少数，多数人只是在事后才意识到被愚弄了。

在经济领域，迷惑舆论也是施控者的惯用手法。恩格斯翻译的傅立叶的著作《四种运动》，谈到许多这种事例。例如商业投机的方法“密集队形的破产”，其中就有迷惑舆论这一招：“当有利时机一到，破产者就集合起队伍，每天在交易所宣布几起破产，他们这样迅速地接连宣告破产，以致舆论被弄得晕头转向，而鉴于事态严重也就容易达成协议。”（42卷347页）

第三，组织舆论和制造舆论，以控制真实的舆论。对这类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不能容忍，斥责和贬义用语最多。召开有特殊安排的集会，便是组织舆论的一种。1855年，在一些英国议员支持下的行政改革协会举行了一次集会，试图说明它得到了舆论的支持。马克思作了如下报道：“行政改革协会昨天在德留黎棱剧院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集会，然而，它不是公开的集会，而是ticket meeting，即凭票入场的集会。因此，协会的先生们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au sein de leur famille》［‘在自己家里’］。他们声称，这次集会是为了给‘舆论’开路。然而，为了防止这种舆论不受到外来的风的吹袭，在德留黎棱剧院的入口处布置了半个连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场券的保卫下舆论才敢于成为舆论，这是多么微妙的有组织的舆论啊！”（11卷334页）在这里，马克思对这种组织舆论的厌恶溢于言表。这类事情恩格斯也以同样的口吻报道过多次。1843年，反谷物法同盟也是在这个剧院召开大会，有一个德国《总汇报》记者称这样的大会意见是舆论。恩格斯气愤地指出：“谁能参加这些会呢？只有同盟盟员或者持有同盟发给的入场券的人。……同盟多年来召开的就是这种后来被叫做‘公开’大会的会议，并在这些会上自己祝贺自己的‘成就’。”（1卷564页）他批评这位记者：“对他说来德留黎棱就是公众，而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嚷大叫的会议就是社会舆论。”（1卷56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制造舆论”有近20处，原著文字不是一个统一的词组，而是多个不同的、意思相近的（规定、创造、制造、准备等等）动词。除一处是指在原有舆论基础上扩大这种舆论外，其他都带有批评的意味，指舆论控制者将自己的意见反复宣传而冒充为公众的意见。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很欣赏制造舆论，他们以为只要有了钱，舆论也可以制造出来。马克思讽刺说：“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风使这些庸俗的头脑有了多么荒唐的思路。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public opinion》［‘舆论’］，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的股份公司呢？”（14卷737页）对制造舆论的当权者，马克思的揭露是很坚决的。例如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是一个善于控制报刊、制造舆论的独裁者，并且还有一家私人报纸《晨邮报》。马克思多次专门写文章批评他制造舆论，指出：“至于《晨邮报》上所说的‘舆论’，那末正像人们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一半是帕麦斯顿本人制造的，而对另一半，他则付之一笑。”（12卷181页）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英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所能谈的，却正如月球上的居民一样多。以《泰晤士报》等为代表的舆论，是帕姆老头子本人自行‘规定’的”（30卷663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无论以何种方式控制舆论，都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的权力组织统治术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大都以批评的态度谈到这类问题。


 五、报刊与舆论

报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与舆论的复杂关系是社会精神交往的重要现象，因而为他们所注意。德国有一句谚语：打麻袋，吓驴子。有一次，在说明普鲁士当局通过镇压报刊而压制舆论时，马克思反其意而用之，说这是打驴子，吓麻袋。他把报刊比作驴子，舆论比作麻袋。（参见12卷658页）显然，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报刊与舆论的基本关系是：报刊代表舆论。从这种认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说明舆论的看法而拿报刊作为依据。1859年年初，在谈到意大利的舆论时，马克思写道：“如果相信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的报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舆论便是本国实际情况的fac simile［真实反映］”（13卷178页）。恩格斯甚至把报纸看作是外部世界的缩影，1848年，在批评软弱无力的德国法兰克福议会时，他写道：“‘世界’看到这种制宪国民议会不能不‘受惊’。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5卷264页）

如果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表述，可以发现他们是在一般意义上用报刊总体说明舆论的。当问题涉及地区、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地区、国家、民族的报刊，不论其倾向性如何，由于多少一致的共同利益和同一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国家、民族的舆论。马克思多次提出“莱茵报纸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40卷304页），即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从民族报纸的角度看《泰晤士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它在外交上代表英国的舆论，尽管代表的程度值得怀疑。就此马克思说：“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15卷336页）恩格斯从民族报纸角度看伦敦报纸整体状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伦敦各家日报……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10卷615页）。

但在涉及阶级、党派和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上，报刊特别是政治性报刊，总要或强或弱地传播自己特殊的观点，对新闻的选择也会多少受到主观宣传价值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刊又只是一定阶级、党派、社会集团相对小范围舆论的代表。马克思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说：“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50卷509页）。他和恩格斯青年时代就是循着这个路子，找到能够反映自己意见的报纸，而成功地影响了舆论的。恩格斯当时很自豪地说：“我们供给一切自由派报纸以必需的材料，从而把它们变成了我们的机关报。我们向全国散发了各种小册子，并且很快就在每个问题上控制了舆论。”
(4)



他们所讲的报刊整体上代表舆论，首先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各种报刊大都可以自由地出版，因而每一种意见会遇到相对的另一种意见，于是，整个社会的舆论便通过报刊整体反映了出来。马克思写的不少通讯，都是以同时反映各报意见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地区、国家关于某个问题的舆论。例如1858年他介绍英国舆论对激进派议员布莱特演说的反映，依据的就是三家观点对立的报纸。他写道：“这些讲话在英国产生的印象，毫无疑问伦敦的报纸已很充分地反映出来。”（44卷427页）即使报道一件事实，完整的真相也往往通过报纸整体反映出来。1891年，恩格斯为考证一件事实，引证了伦敦八家报刊，他认为：“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驻议会的记者。因此，它们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说，它们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22卷119页）

其次，还基于每家报刊都面临着传播自己特殊的观点和广泛代表舆论两者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报刊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广泛代表舆论。仅仅从影响舆论的角度看，报刊也不会只限于面向自己的拥护者，而是要争取越来越多的原有读者以外的群众。马克思在谈到法国金融资产阶级时就说过：他们想“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7卷15页）。1865年1月，当马克思得知德国工人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柏林的其他任何报纸比起来，达官贵人们阅读得更多”（31卷46页）时，急切地要求恩格斯写些重大事件的评论，以影响社会上层。为影响舆论，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考虑更广泛地代表舆论。

在以上所阐述的意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写道：“当报纸出版物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机关。”
(5)

 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则较好地处理了报纸政治立场和代表舆论的矛盾问题。恩格斯在总结该报的经验时说：如果它只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观点，而不承认报纸的社会性，那它就成了沙漠中的布道者。（参见21卷19页）马克思在该报纸第2号上就指出：“平常向代表社会舆论的任何新机关报提出的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无条件地相信这个党派的力量，时刻准备用实际力量来维护它的原则或者用原则的光辉来掩盖实际的软弱无力。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5卷25页）正是由于《新莱茵报》对自己原则上拥护的党派采取公正态度，因而它虽然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却赢得了舆论，甚至受到批评的议员也对它表示尊敬。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报刊代表舆论是一种动态反映，而不是凝固的。有些报刊会由于阶级、党派、集团的利益而歪曲舆论，甚至完全站到舆论的对立面，但这种情形通常持续时间不会长久。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伦敦大部分日报由于实际利益而叫嚣对林肯政府宣战，而英国各地的反战示威游行和地方报纸的反战舆论，大大地压倒了这种战争舆论。伦敦的日报只坚持了三个星期，便不得不改变腔调，附和舆论。马克思写的通讯《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描述了这件事的发展过程。舆论本身对报刊歪曲舆论是一种制约力量，因而报刊只能在反映舆论和歪曲舆论之间摆动。保守的《泰晤士报》就是由于在19世纪英国改革的年代善于看风使舵，才保持住了它的大报地位。马克思写道：“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15卷335页）

在对于具体的事件报道中，报刊自身的倾向也得考虑舆论的变化。1852年，普鲁士当局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欧洲大陆全面反动的年代里，舆论只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怪物，各种有产阶级的报刊都明显地站在当权者一边进行报道。但是，当审判时出示的伪造证据被揭穿时，舆论发生了变化，并且很快反作用于报刊。马克思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被揭穿，舆论就愈来愈支持被告。……《科伦日报》已经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攻击政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诽谤开放的，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
(6)

 的种种短评了。普鲁士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们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8卷530页）显然，首先是事实动摇了舆论，而后是舆论迫使那些倾向相反的报刊向事实靠拢。

报刊所以只能在反映舆论和歪曲舆论之间摆动，在于它不能长久地靠造谣、隐瞒等等方法歪曲舆论，它们选择的新闻也不能长久地远离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同观点报刊的存在、舆论的牵制作用、报刊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等，都会迫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舆论。所以当普鲁士的当权者以随意的主观标准来区分“好”报刊和“坏”报刊时，马克思提出了另一个客观的标准，他说：“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
 ’报刊！……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2版1卷398页）在这里，表达还是歪曲舆论成为一个客观的区分标准。

舆论对报刊有一种无形的制约作用，但报刊也不是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政治性报刊，它们的目的即是影响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评论》时，曾公开申明“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7卷600页）。但他们反对报刊愚弄舆论，而主张按照报刊工作规律办事，通过表达舆论来影响舆论。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便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家乡种植葡萄的农民生活困苦，地方小报报道了这种情况，就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同情农民的舆论；大城市的《莱茵报》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地方上的这种舆论，又在普鲁士全境形成了同情农民的舆论。《莱茵报》以此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当该报被查封时，农民们纷纷向国王请愿，要求撤销查封的决定。马克思总结这一经验时写道：“‘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2版1卷378页）。这是他唯一一次正面使用“制造舆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反映舆论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舆论。

任何报刊都希望舆论朝着自己的意愿发展，于是产生了“指导舆论”的问题。这种指导成功与否，除了社会条件外，主要看报刊表达舆论的程度。署名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曾这样谈到自己的任务：“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显然是一种指导舆论的方针，但是这种指导舆论首先体现在前三项工作中，这三项工作表达了舆论，才可能形成有利于报纸的舆论，达到最后一项的目的即指导舆论。

研究报刊与舆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报刊如何在舆论中流通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舆论比作纸币，于是它们的关系即：“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7卷523页）。马克思还把观点的传播比作货币的流通，1863年他就社会主义的宣传史写道：“这些原理我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交给我们的拥护者像辅币一样流通”（30卷364页）。虽然这是一种比喻，但不妨读一下马克思关于真正的纸币如何流通的论述。他指出：“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23卷147页）在报刊的实际销售中，一本专门刊载人们不感兴趣材料的杂志或一份只刊载假消息、强奸民意的报纸，是不会拥有广泛读者的。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推断，报刊在舆论中的流通的畅塞，应当取决于它反映舆论的程度，就像纸币必须代表一定数量的金或银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流通一样。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马克思说：“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13卷111页）报刊是舆论的载体，如果一份报纸也卖不出去，就不能加入流通，证明它本身没有价值，即所载的舆论等于零甚至是负值。

有一类纸币，法律明令不能兑换金或银，在流通市场运转良好时，它也发挥着流通作用，这似乎是法律赋予了它一种流通的力量。这类纸币可以流通，并不在于谁下了一道命令，而在于它当时实际上能够代表一定量的金或银。一旦纸币滥发，超出了流通的实际需要量，它立即贬值。牵动它的不是法律赋予它的特权地位，而是市场价值规律。马克思以普鲁士纸币为例，说明了这一道理。他写道：“普鲁士的纸塔勒，法律上虽然规定不兑现，但是，当它在日常流通中低于银塔勒，因而实际上不能兑现时，就立刻贬值。”（13卷73页）报刊在舆论中的流通也有这类现象。即使一定的权力组织规定了某家报刊的特殊地位，一旦将它交给舆论，它的地位高低只能取决于报刊代表舆论的程度，依靠命令增加的发行量并不能说明舆论对它的信任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论断，抓住了报刊和舆论关系的特点。报刊是舆论的产物，它必须表达舆论，只有通过表达舆论才能形成更广泛的舆论，达到其特殊的指导或影响舆论的目的；舆论时时作用于报刊，无形中迫使报刊最多在反映舆论和歪曲舆论之间摆动。这种相互作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报刊不能强迫人们接受任何思想，但它又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报刊的生命表现就在于它与舆论间的不断作用。



————————————————————


(1)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5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
 地中海沿岸各国。——引者注


(3)
 本句引文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


(4)
 根据英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589～590页。


(5)
 根据德文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523页。


(6)
 警官。——引者注



第十章　交往形态——宣传

1980年，美国出版的三卷本著作《世界历史上的宣传和传播》，把马克思列为著名的宣传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实，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身的看法而言，他们始终把从事实际宣传看作是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一种牺牲。他们都谈到不得不从事宣传时在内心与自己的本意发生的冲突。马克思说：“进行这种鼓动时讨厌的是，一旦参加进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31卷35页）“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8卷599～600页）。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邀请恩格斯迁居德国或瑞士。恩格斯表示：英国“没有什么工人运动。因此，只有在这里才能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参加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36卷19页）。

尽管如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宣传家仍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他们活动的前期，为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常把1846年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称为“宣传团体”（14卷466页）、“宣传组织”（19卷116页），就反映了当时的工作特点。而在《新莱茵报》（1848—1849年）从事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终生难忘，以至马克思把这一年称为他的“全盛时代”（29卷249页）。后来的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事件，也使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事实际宣传，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由于他们以理论家的身份从事这种工作，因而避免了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人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种缺陷就如恩格斯所说：“必须参加集会和报纸上的论战，而仅仅是由于这一点就必然会失去清晰的眼光。”（36卷20页）他们不同，他们可以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次上，用较为清晰的眼光论述宣传，因而其理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一、宣传的内涵和意义

拉丁文中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的词根，是植物的嫁接和移植之意。它具有现代含义开始于17世纪的罗马教皇建立的宣传信仰协会。该会拉丁文全称“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简称“宣传”（propaganda），指通过传教士使用各种文字、语言符号传播教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最初年代，就将宣传这个概念与它的现代起源联系了起来，考证道：“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成立于1640年）”（3卷234页）。在他们的著作里，宣传这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较高，约400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宣传”一词，除少数原文是扩散、传达、说教等外，基本上是德文die Propaganda或英文propaganda；中译文的“宣传鼓动”，绝大多数实际上原文只是“鼓动”（die Agitation）一词。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鼓动”一词的含义与“宣传”十分相近，用于指具体的宣传较多些。例如恩格斯谈到《资本论》时写道：“这里涉及的不是政治宣传，不是鼓动性词句。”因为二者含义相近，发表时删去了“不是政治宣传”（16卷411页）一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宣传”一词是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讨论、交谈、通信等等，总体上都被理解为宣传。例如马克思1846年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就将经常性的通信活动、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著作都看作宣传。（参见27卷464页）某些造成影响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视为是一种宣传。1866年，马克思谈到合作社问题时，便是从这一角度进行论证的。他写道：“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16卷219页）18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反社会党人法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不少进展，恩格斯就此写道：“这种斗争是最好的宣传手段。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因我们的人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常常哀叹不已”（36卷125页）。

只要发生的事实起到了动员群众的实际作用，即使与当事者的意愿相反，马克思也把它看作是一种宣传。1850年，他在评论奥地利元帅海瑙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时，这样写道：“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
 对革命宣传做了更多的供献。”（7卷84～85页）资产阶级报刊报道和讨论工人运动，不论立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在客观上成为工人的强大宣传手段。1872年，他们就资产阶级报刊讨论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写道：“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18卷8页）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宣传这一概念的情况可以看到，宣传是通过传播观念或通过实际行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精神交往形态。这里的要点是造成实际影响或产生一定的效益。为了说明宣传的特点，他们作过不少比较性的论证。

首先，历史性材料如果没有现实意义，那么它不能用于宣传。1871年马克思在谈到1844年的《德法年鉴》时指出：“《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33卷208页）如果它对实际斗争还有实际意义，那么可以纳入宣传鼓动的范畴。例如卢梭提出的“平等”观念，恩格斯就认为“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20卷113页）。

其次，科学研究不等同于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这一点，以防止使科学降低到宣传鼓动的水平。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恩格斯特别与拉萨尔进行的鼓动作了区分，写道：“拉萨尔是实际的鼓动家，所以可以限于用实际鼓动性质的言论在日报上、在集会上来反对他。可是这里涉及的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这里日报就解决不了问题，这里只有科学可以做出决断。”（16卷242页）《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时，恩格斯再次告诫说：“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颇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36卷322页）只是谈到传播、讨论科学著作这一总体行为时，马克思才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宣传。例如当他听说自己当年与蒲鲁东论战的著作还有一些保存了下来时，写信给保存人说：“每天都有人向我要《反蒲鲁东》。如果我能得到您曾经盛情许诺我的若干本我的反蒲鲁东的作品，我就能够在法国流亡者的优秀代表中间进行一些宣传。”（33卷343页）在讲到《资本论》俄文版的销行时，他把这看作在“俄国仍进行着广泛的宣传”（33卷335页）。

把科学著作转变为宣传性的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是很谨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莫斯特曾为《资本论》第一卷写过一本简洁的宣传小册子。马克思不惜花费很大的工夫逐句修改，甚至成段地改写，才允许出版。当一些朋友要求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作为小册子印行时，他给自己提出的是以下问题：“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19卷345页）对照一下《反杜林论》原来的三章就会发现，作为小册子发行的内容，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和通俗性的解释。

当然，这决不是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重视宣传。宣传鼓动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马克思讲得很明确：“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33卷337页）。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最有力的行动手段有两个，这就是组织和宣传。而在组织手段不成熟的时候，宣传鼓动则是唯一的行动手段。（参见17卷304页）

19世纪40年代，一部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在书斋里构成体系，而不屑于进行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对他们进行过批评。他们针对那些构成体系的著作嘲笑说：“它既然关心社会的、公开的关系，也就必须进行某种宣传。”（3卷537页）


 二、宣传的理论“支柱”和物质基础

在论述宣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注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第二，将宣传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联系起来考虑。只有根据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才能理解他们关于宣传的全部论述。

由于宣传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27卷28页），因而对于头脑清醒的从事宣传的人来说，首要的工作是为宣传作好理论准备，使宣传的效益稳定而持续地发挥作用。在德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刚刚开始的时候，恩格斯就对马克思说：“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27卷5～6页）“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27卷8页）

为了给宣传提供“支点”或“支柱”，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从事一系列共产主义科学理论著作的著述，并通过广泛的口头、书信、报刊等交往方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赢得了在工人运动中的初步地位，以至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纲领《共产党宣言》。这种理论工作对于正确的宣传极为重要。某些并不科学的东西虽然在宣传中有一定的轰动效应，但从长远看，传播越广，对工人运动危害越大。例如“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概念，甚至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的报名（《人民国家报》），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使用它。恩格斯指出：“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20卷306页）。如果鼓动性用语变成理论，问题更大。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词句“反动的一帮”。恩格斯立即指出：“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噪音，破坏了措词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38卷175页）“它在那里是极不协调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38卷176页）只是由于恩格斯的坚持，这个词句才被删除。另有一些用语，只有同时进行理论论证才有鼓动价值，例如卢梭提出的“平等”，恩格斯说：“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决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20卷113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狂热、简单的宣传鼓动多于冷静的理论工作，因而他们特别强调科学论证对宣传的意义。1874年，俄国青年特卡乔夫狂热地宣传立即发动革命，他甚至连文字宣传工作也予以蔑视。恩格斯告诫他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论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18卷605页）为了捍卫宣传的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惜抵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7年，该党代表大会决定请几位被马克思称为“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34卷49页）的人主办一份党的理论宣传刊物。恩格斯对此写道：“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价值——不管这些决议在实际鼓动方面多么值得尊重——在科学上等于零，它们不足以使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不能法定的。没有十分明确的科学方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不可思议的”（34卷57页）。马克思支持他的看法，写道：“你对于柏林人的回答是适时的。这些家伙应当感觉到，我们固然是长期忍耐，但也是坚定不移的。”（34卷60页）

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若自我限定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宣传必然会损害科学社会主义本身。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德国专制制度的环境中，却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情况：“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32卷559页）。对此他指出：“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重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32卷157页）社会主义的宣传永远不能自我限制在任何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宣传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种宣传的原则性也体现在他们对工人运动宣传的指导中。马克思坚决反对在宣传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庸俗化，1863年拉萨尔出版了他的一本小册子《工人纲领》。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这东西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30卷320页）由于拉萨尔所进行的宣传鼓动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导致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宗派。1868年，马克思回顾拉萨尔的鼓动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32卷557页）

长期以宣传为职业的革命家，往往把宣传当成目的本身，宣传成了一种癖好，而忽略了宣传的理论支柱。例如德国社会主义的职业宣传家约·贝克尔，马克思称他是“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16卷467页）。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时帮助下，他才基本上把握住了宣传的正确方向。另一位英国工人运动的职业宣传家厄·琼斯也是这样，恩格斯对马克思说：“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决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决不会发现：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仅保持工人对工业资产者的本能的阶级仇恨（这是宪章派改组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还加强、发展这种仇恨，并把它当作进行教育宣传的基础；另一方面，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28卷38页）

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宣传的理论基础，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同时反对工人可能的倒退欲望和偏见，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基本思路。

但是，他们拒绝承认宣传万能，并且嘲笑了那些相信宣传奇效的人。1886年，英国一些社会主义者组织流氓无产者搞了一场伴随着打砸抢的宣传活动，影响极坏。其问题在于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上把宣传看得简单而神奇了。恩格斯批评说：“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如召开塞满了人的大会，在报刊上撒谎，以及拉上二十五个人来支持他们呼吁群众不管用什么方式尽量‘起来’”（36卷433页）。

马克思认为：“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9卷349页）恩格斯也指出：“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9卷37页）。他们固然认为宣传十分重要，并且会产生效益，但在决定宣传成功与否的因素中，除了宣传的理论基础、宣传者的水平等等外，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结构引起的社会变化。如果所宣传的观点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相悖，即使有武器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宣传目的。恩格斯就普鲁士国王的反动宣传写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20卷199页）。“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20卷94页）这一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穿于他们关于宣传的所有论述之中。

他们从来不把宣传看作是一种孤立的社会行为，而总是将社会环境、社会事件与它联系起来考虑，对于政治宣传更是如此。他们发现，社会危机往往是政治宣传的契机。1873年，马克思谈到美国的社会主义宣传时就讲过：“在美国我们的宣传由于危机而大有进展。危机对我们来说起了动员作用。”（50卷456页）在回顾19世纪40年代德语区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时，恩格斯注意到饥荒这一重要的物质动因。他说：“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8卷23页）而当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的时候，政治宣传的作用就很小。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1850年英国的保谷物法宣传，便是如此。他们说：“争取恢复谷物关税的保护关税派的宣传还在农业区里继续进行，虽然这种宣传比以前更低沉更隐蔽了。很显然，当工业繁荣和农业工人的不太坏的处境还继续保持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只要危机一发生和一波及农业地区，农业的收缩状态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风波。”（7卷506页）

日常的一般政治鼓动，也与人民生活的稳定有直接关系。马克思认为，宣传鼓动得以进行，需要依赖一定的外来压力，这是宣传鼓动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1852年，英国处于资本主义周期循环的繁荣期，政治鼓动清淡。马克思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写道：“人民群众有足够的工作，并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当然贫民（他们的存在与不列颠的繁荣是不可分的）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资产阶级让自己的ex professo［职业］政治家监督托利党。但是这些政治家（请看约瑟夫·休谟在《赫尔报》发表的信）完全正当地抱怨说，他们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一样。”（8卷425页）

多年的宣传实践，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摸索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经验，这就是依据环境条件决定宣传方式，掌握宣传时机，重视用事实（事件）推动宣传。

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民主主义者、《前进》杂志主编彼·拉甫罗夫谈到过宣传方式。他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34卷162页）。恩格斯坚持自己的有根据的宣传方式，同时理解别人同样有根据的宣传方式，完全没有宗派意识，因为他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宣传观。当有人根据德国的宣传方式而指责奥地利的工人宣传家奥伯温德过于温和时，恩格斯以奥地利的环境条件为他辩护，指出：“在封建主义只是部分地被消灭、群众还极不开展、形势大约像1848年以前德国一样的奥地利，奥伯温德不是立刻要求采取极端措施，并同时发出激进的叫嚷，而是执行我们在《共产党宣言》结语中建议当时德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无疑不会因此而斥责他。”（33卷582页）

宣传可能直接创造情境，但若能利用已有的情境或发生的事件，这就要掌握宣传时机。1857年，马克思曾批评过英国财政大臣迪斯累里的演说不成功，除了枯燥乏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演说没有掌握好宣传时机，与环境条件完全不符。他说：“他的演说对地点、时间和发表演说的理由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证明他的演说既不适合地点、时间，也不符合理由。”（12卷264页）马克思从事宣传，很注意时机的选择和具体的环境条件，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凭着多年对国际形势的研究，他立即意识到这是进行政治宣传的时机。他说：“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33卷167页）他毅然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投身实际斗争，与恩格斯一起撰写了两篇关于战争的国际宣言，使第一国际赢得了声誉。

基于对宣传物质基础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利用事实（事件）推动社会主义的宣传。其基本方法即恩格斯所说的：“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2卷594页）“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42卷277页）马克思对英国人讲究实际的特点很熟悉，因此在指导英国工人的宣传时，他更加注意利用事实。1866年，英国工人运动刚刚复苏，第一国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宣传，事后他介绍说：“伦敦的宣传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主要是因为伦敦的缝纫工人和制筛工人的罢工，在我们干预下，即由于我们阻止老板们企图从法国、瑞士、比利时招募工人而取得了胜利。这样一证明协会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就在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31卷519页）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宣传离开了事实的推动，是软弱无力的。最好的宣传总是根据最近发生的、对宣传对象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而引发的。1890年，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领袖左尔格讲了一段关于宣传的有普遍意义的话：“无论是你们那儿，还是这里
(1)

 ，而现在还有德国的煤矿区，单靠宣传，运动是不可能开展的。应当由事实来使人们信服。到那时，运动就会迅速发展”（37卷348页）。

恩格斯年轻的时候，曾总结过19世纪40年代英国欧文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经验。只要出现对社会主义者迫害，他们就会充分利用发生的事件进行更大规模的宣传。恩格斯说：“这正是社会主义者求之不得的。假如出现了为他们的事业殉难的人（而他们中间随时准备殉难的人又有多少呵！），这就会惹起宣传，而宣传是使他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1卷570页）。这种情形使当时的辉格党内阁都认识到：“对某件事采取镇压手段往往比拥护这件事的人所进行的宣传鼓动的效果还要大”（1卷570页）。在从事社会主义宣传时，恩格斯也善于把发生的迫害事件转变成新的宣传的推动力。1871年，他作为第一国际的意大利通讯书记，了解到意大利的国际会员受迫害的事实后，致信那里的同志说：“我们高兴地听到，您和其他的朋友们不怕迫害，而相反，欢迎迫害，把它作为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我的意见也是如此”（33卷252页）。

既然宣传契机与环境条件有密切的联系，那么为了掌握主动，宣传者有必要开辟和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宣传的环境。这种环境条件的政治表现便是政治自由。当巴枯宁主义者在第一国际的会议上提出放弃政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从创造有利的宣传环境角度，对这种意见提出批评。恩格斯指出：“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我们的这些手段是否会被夺走，难道是无所谓的吗？”（17卷445页）“在美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有压迫，但是共和制度使工人阶级有许多机会进行宣传。”（17卷669页）

除了被迫进行秘密活动的特殊情况外，现代意义的宣传鼓动是与“社会的、公开的关系”（3卷537页）相联系的，因而政治自由的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宣传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1891年，恩格斯将秘密活动的效果和取得一定政治自由的公开宣传的效果作了一番对比，指出：“如果说非常法时期使得给新参加进来的群众以充分的教育这一工作难于进行，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那末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22卷266页）1848年的民主革命曾迫使普鲁士法律确认人民的政治自由，恩格斯当时几乎把宣传鼓动与对政治自由权利的运用等同看待，他写道：“宣传鼓动无非就是把人民代表不受侵犯、出版自由和结社权，亦即以法律为基础的普鲁士现有的各种自由加以运用。”（5卷294页）在这里，他实际上指出了现代宣传鼓动的环境性质。专制统治时的普鲁士，“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12卷655页）在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情形下，宣传鼓动，特别是政治性的宣传鼓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关于宣传的物质基础还包括它得以存在的政治环境条件。当然，这种条件又是经济运动的结果。

现代宣传鼓动首先需要历史时机、有利的事实（事件）以及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普遍交往的条件，然后才可能发挥宣传鼓动者的天分，达到与宣传对象广泛交往、影响他们的目的。马克思就社会主义宣传的出发点所提出的原则，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即：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寻找鼓动的现实基础，而不能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参见32卷557页）


 三、宣传者和宣传媒介

宣传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交往，它以单向传播为主，宣传中的双向交流是辅助性的，因而宣传者始终处于交往主动者的地位。这种情形就如恩格斯所说：“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1卷653页）

宣传的本质是劝服。劝服的过程中宣传者本身的素质显然对宣传效益有决定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宣传的指导者对宣传者提出过各方面的要求。1847年，恩格斯在批评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卡·海因岑的鼓动时，曾代表他和马克思综合地提出了一个宣传鼓动者应当具有的素质。他写道：“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海因岑先生也许满脑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本人诚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论家，单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腾托尔的嗓子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4卷304页）斯腾托尔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个具有不寻常高嗓音的勇士，恩格斯在这里用来讽刺海因岑蹩脚的鼓动方式。一个人的信念、愿望固然是从事宣传的基础，但仅有这些并不能使当事人成为宣传家。恩格斯通过批评海因岑，对宣传者提出了智慧、思维、风格、知识四方面的要求。

在宣传中，宣传者是施控者，要经常根据宣传对象的反映对宣传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因而，宣传者需要智慧。就此，恩格斯曾引证《圣经》，写道：“我们在行动时，用我们的老朋友耶稣基督的话来说，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灵巧。”（31卷569页）恩格斯多次在宣传中表现出这种智慧。1872年，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派对批评他们的通讯进行了猛烈地反击，恩格斯冷静地读了他们的反击文章，发现了他们讳莫如深的问题，立即指挥了反宣传。他说：他们“对通讯里所揭露的秘密团体
 却只字未提。这是他们的弱点
 。所以，对此应尽量广泛地加以宣传”（33卷467～468页）。宣传者往往处于斗争漩涡之中，不容易看清问题，因而宣传者的智慧在于能够冷静地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分析和判断问题。

宣传者的思维是否明确，判断是否得当，也是其素质的重要表现。恩格斯所批评的海因岑，他的鼓动就缺乏明确的“说理”过程，他写的传单号召立即举行起义，却连自己也讲不清楚为什么要起义，怎样起义，起义后做什么等等。恩格斯批评说：“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肤浅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德国民主派不是极其有害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德国的大动荡时期即30年代，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这岂不荒唐吗？”（4卷300页）在另一种情况下，宣传者喋喋不休，也许自己也不知所云，同样属于缺乏明确思维的表现。例如马克思1853年所评价的英国首相阿伯丁，便是这样一位不成功的宣传者。他写道：“这位民主派勋爵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这是这种第三流演说家的致命的喜好），从大陆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国臣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女王方才罢休。……他的话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凑成的。”（9卷307页）

宣传者是传播的信源之一，传播的自主性比宣传对象大得多，因而这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宣传者风格特点的位置。马克思说：“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就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2版1卷111页）。每位宣传者的风格特点是不同的，善于发挥自己的风格特点，是保证宣传成功的因素之一。牺牲自己的风格而硬行适应另一种风格，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难以成功。就此，马克思1857年曾批评过英国财政大臣迪斯累里。他本来是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说家”，但为了表现出大臣的尊严，开始作“庄严肃穆的演说”，结果，“不管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去他甚至能把陈词滥调变得像讽刺诗那样的锋利。而今他竟能把讽刺诗埋葬在枯燥无聊的尊严的俗套下面。”（12卷263页）

表现自己的风格决不是自我炫耀，马克思对炫耀者极为蔑视。他曾针对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团体说：“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
 （这就像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27卷436页）1868年，马克思对英国激进派政治家布莱德洛自我吹嘘式的宣传，也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说：“他太喜欢搞拉萨尔式的吹嘘了。他的协会在上星期日开会时在克利夫兰大厅悬挂了下列标语：‘反对旧风习的
 伟大战士、人民的救星万岁！圣斯蒂凡的无畏勇士布莱德洛先生
 万岁！’”（32卷192页）恩格斯把这类宣传用语称为广告式语言。有一次，一位党内同志写文章称恩格斯为“最老的和最大的经济学家”，恩格斯立即告知刊物编辑：“给我想出这么个头衔，简直是胡闹。请你为我，当然也为别人做件好事：至少为了今后，向迈耶尔解释一下，如果他不希望你把他写的东西全部改掉的话，应该学会我们的表达方法，避免用广告式的语言。”（38卷339页）在这里，恩格斯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外，相当程度上考虑的是党的宣传风格和宣传效益。

宣传不是自我欣赏，因而风格的表现还要顾及宣传对象。例如演说，若讲演者在那里自我欣赏，可能会遭到听众的嘲弄。1853年，英国议员斯图亚特勋爵的演说就因此而失败。马克思当时评论道：“这种宏论通常是讲的人比听的人更过瘾。如果把这些轻气球似的虚夸词句抓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来使它们膨胀起来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没有。”（9卷306页）

不论宣传者是以什么形式进行宣传，他所提供的知识多寡、深浅，都会影响宣传效益。理·科布顿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派宣传家，他的不足之处就在于知识底子较薄。恩格斯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价时写道：“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19卷300页）。至于宣传中出现常识性错误，则几乎可以造成一种反宣传效应。1848年，普鲁士议员里茨在议会里发表一篇情绪激昂的演说，认为议会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某件事是对行政和司法职能的越俎代庖。由于他原是普鲁士政府的“谘议”，没有一点代议制的知识，因而整篇演说便成为一则笑话。他的演说理所当然地成为《新莱茵报》的宣传材料。报纸刊登了里茨演说的主要内容，并加了许多讽刺性的评语。恩格斯写道：“对于这个旧式的谘议，这个微末小吏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倒像卡姆画中的那个乡下人，二月革命后他来到巴黎，看见墙上都贴着《République francaise》［法兰西共和国］的标语，就到总检察官那里去告密，说有坏分子要推翻国王的政府。这个可怜的人过去一直在睡觉。”（5卷55～56页）

宣传具有自身的交往特点，并不是有了正确的理论就可以保证好的宣传效果。宣传者需要具备除了科学理论以外的由宣传本身要求的各种素质。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就宣传才能，将拉萨尔派同他和马克思支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领导的爱森纳赫派作过对比，尽管他很厌恶拉萨尔派，但还是指出：“应当为拉萨尔派说句公道话，他们同我们勇敢的威廉及其人民党的水牛们完全不一样，很善于进行鼓动。这很讨厌，因为他们看来已经使威廉和倍倍尔黯然失色了，群众极端愚昧，领袖则是些地道的坏蛋。”（32卷236～237页）

如果把宣传者看作一个集体，那么这个“宣传者”的优势取决于组织系统的完善和行动一致的程度。一般地说，松散组织在宣传效果上、传播速度上都不如系统完善、行动一致程度强的组织。恩格斯晚年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组织的完善，令行禁止，因而在宣传上取得了巨大的收效。恩格斯就此曾自豪地说：“我们的组织是完善无瑕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钦佩而又绝望。……我们的军事素养和纪律也有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们的竞选宣言和文件在一刻钟内就送到所有24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局甚至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22卷6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传者提出种种要求，实际上是把宣传者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在进行雕琢。任何宣传中的宣传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他的形象、风格和表达艺术，直接影响到宣传效益。马克思对宣传者提出的个性特点要求是：“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动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42卷155页）这样的宣传者，具有适应宣传工作的品格和意志、认识问题的水平和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能力。1871年，当有人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征求意见，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哪位适合担任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时，他们从宣传工作对人的个性要求出发，做出答复：“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应该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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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莫特斯赫德更适合些，莫特斯赫德的性格不大适合于在伦敦的群众中进行有效的宣传，而进行宣传正是书记的主要职责。”（33卷224页）

同样，宣传者借助何种宣传媒介进行宣传，也不是无所谓的。在共产主义宣传的早期，宣传和小团体活动是合一的：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各个小团体的领导人之间保持着组织联系，进行一些秘密活动，造成影响等等。恩格斯把这些称作“小集团鼓动”（32卷220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时候，工人运动已有所扩大。他们主张尽量用公开的、传播广泛的媒介。初期，他们的宣传手段主要是三种：口头（人际交往）、书信和报刊。在工人运动作为很大的组织进行公开活动时，他们借助的宣传手段则以报刊、集会、议会活动为主，宣传更为广泛和有效。当形势发生变化时，恩格斯主张坚决摈弃早期的原始媒介，他写道：“这些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的，对于整个庞大的国际组织来说，未免太不相称了。”（33卷462页）

就一种观点或一个组织的名声广泛、迅速的传播而言，当时最有效的宣传媒介是报纸，特别是日报。恩格斯多次告诫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这可以由于报刊的影响而一倍或两倍地得到弥补。”（35卷402页）“要进行鼓动工作就得让公众看得见你们。有一万法郎，你们便能够长期办一份周报”（36卷627页），“创办一种小型的周报，通过这一周报，全世界都会知道你们。”（37卷116页）当法国工人党的组织壮大后，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影响群众，应当有日报。”（35卷390页）恩格斯根据《新莱茵报》的经验，认为日报才是真正有力的现代宣传媒介。他曾就法国工人党拥有日报而自豪地说：“我们的人拥有每天出版的《平等报》这个非常有力的杠杆”（35卷411页）。1895年，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周报改为日报时，恩格斯致信祝贺说：“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22卷590页）

如果宣传对象是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收入拮据的工人，那么直接有效的宣传媒介是街头招贴。这种宣传媒介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运动中被普遍使用，马克思曾报道过英国宪章派招贴的情况，恩格斯对招贴的宣传作用作了以下论证：“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6卷526～527页）《新莱茵报》曾为了捍卫张贴和阅读招贴的权利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恩格斯说：“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
 这种权利。”（6卷522页）

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说，招贴这种宣传媒介便显得不够了，他们需要较为详尽的论证文字。这时最适合的宣传媒介是杂志，恩格斯认为“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18卷605页）。如果对一个大党来说，仅仅运用报纸、招贴、杂志又显得不够了。党在议会中的活动，由于可以直接影响执政者，并同时可以通过报刊进行广泛传播，而成为社会主义宣传的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宣传媒介。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例，恩格斯描述了议会作为宣传媒介的巨大作用，他写道：“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17卷304页）

在群众集会上或代议制国家的议会里，演说是一种有直接效果的宣传方式。对于这样一种媒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充分利用过。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演说，至今读起来还使人感受到强烈的现场鼓动气息。什么样的演说是成功的呢？马克思曾讲到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殉难的议员罗·勃鲁姆的演说，认为他是成功的。他评价说：“作为演说家，他说话明白易懂，绘声绘色，享有很大声誉。”（14卷118页）恩格斯谈到过英国农业工人领袖约·阿奇，由于他“讲演艺术的特点而闻名于英国：真正的雄辩家，有几分尖刻，但是在尖刻中见力量”（45卷181页）。显然，演说这一宣传方式在表达上不可能有一种统一有效的标准，问题在于宣传者自身要形成吸引宣传对象的特色。

如果对宣传媒介的形式作基本划分，那么无非是口头（含形象）和书面文字两大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事宣传工作时，很注意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这两类媒介，并特别注重两类媒介的不同点，以便达到宣传的更佳效果。马克思曾写道：“决不能把报上发表的讲演稿同口头讲话混淆起来。”（11卷10页）恩格斯说：“在讲台上和在口头争论中适用的和惯用的东西，有时在报刊上则是根本不容许的。”（35卷443页）见诸文字的东西即使是讲演稿，它与实际的演说对宣传对象的感官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者通过眼睛而转为一种思维性的接受或拒绝；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直接感觉的综合性影响，通过环境的感染而接受或拒绝。因此，前者的影响相对来说缓慢而持久，后者的影响可能会立竿见影，但不稳定。对此，恩格斯谈到过自己的体会：“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27卷24页）

就宣传的直接效果而言，口头媒介更有效。恩格斯说：“一次演说将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27卷119页）“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大的效果”（27卷512页）。在一定条件下，用形象传播信息的效果也会比文字要来得直接。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画家布纳·尔的一幅织工向厂主交亚麻布的画时说：“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2卷589页）如果宣传的目的不是追求直接效果，而是长期效益，那么，书面文字媒介适于承担这一职责。例如关于“社会改革”这样一项广泛而持久的宣传内容，恩格斯便把书刊作为主要的宣传媒介。他写道：“我们也一定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对社会改革进行有效的宣传，创办新的定期刊物，保证一切捍卫共产主义的出版物的广泛传播。”（1卷593页）

在具体的宣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根据不同的宣传对象选择宣传媒介（包括宣传者）；而从宏观角度谈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时，马克思则强调动用一切可能的宣传媒介。他曾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说：“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16卷595页）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宣传媒介的唯一技术性要求可以用他两次引证的伏尔泰的一句话来表达：“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一切体裁都是好的。”（2版1卷113页或12卷263页）


 四、宣传对象

宣传的基本职能是劝服。因而，了解、确定宣传对象与选择宣传者和宣传媒介同等重要，它构成整个宣传行为的另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确定的对象，重点始终在那些还没有卷入运动的群众。1859年，当一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要来临的时候，马克思就在各种报刊上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写道：“发酵的过程已经开始，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尽力工作。哪里有需要，就应当向哪里投毒。如果我们只限于给基本上
 同情我们观点的报纸撰稿，那末我们就必定会把各种报刊工作完全搁置起来。难道应当容许所谓的‘社会舆论’都充满反革命材料吗？”（29卷569页）1873年，恩格斯在谈到对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派的态度时，进一步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他说：“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33卷591页）这一宣传策略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尽可能广泛的群众方面，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外注意研究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宣传对象。

1852年，马克思准备为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周刊《革命》撰稿，但为不了解宣传对象而苦恼。他对魏德迈说：“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28卷493页）恩格斯1868年在准备通过奥地利的李希特尔教授为那里的报刊写《资本论》书评时，同样也由于不了解宣传对象而感到焦虑。他对马克思说：“我对李希特尔主办的报纸的城市名称
 一个也不知道，由于几乎完全不熟悉那里的读者，一点也不知道应该抓什么，而这是最重要的。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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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说，教育人，这很好，但困难正在于正确地挑出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32卷23页）宣传在形式上基本上是单向信息传播，但既然宣传也是一种精神交往，它实际上依然存在着宣传者与宣传对象之间的潜在双向交流。宣传对象的层次和水平、阶层和态度、交往兴趣和特征，时时作为一种被感知的有形物影响着宣传者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才会产生不了解宣传对象时的苦恼和焦虑。

一旦对宣传对象熟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进行的宣传十分出色。他们善于根据不同特点的对象而写出适应他们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例如对美国读者，由于这个国家人的个性特征突出，同时文化基础又不深，于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说：“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27卷314页）马克思则告诉恩格斯：“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
 。”（27卷332页）在了解宣传对象的情况下，恩格斯替马克思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批通讯，造成轰动效应，马克思高兴地对恩格斯说：“你写得非常适合《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口味。”（27卷336页）马克思最初用英文写的通讯，也造成轰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编者按说：“我们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更为一针见血的对这个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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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编制者的批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9卷639页）在充分了解宣传对象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阐明自己事业”（28卷230页）而从事的这一宣传工作获得了成功。马克思曾自豪地说：“八个星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真正的‘编辑部’，《论坛报》编辑部。”（28卷315页）

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各种社会主义中，不明确、不了解宣传对象的空洞宣传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使用“沙漠中的布道者”这一形容批评这类宣传，避免使自己的宣传处于这种境地。例如青年黑格尔分子施蒂纳，他以农民和地主对话的形式写了一份传单，其中的农民竟然讲出了大城市里高级精神享受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说：“雇农对于新的文学、最近的艺术展览和漂亮的芭蕾舞演员所作的惊人的离题的谈话真正值得喝彩”（3卷45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传上获得成功，还在于他们的文章在心理上与读者有某一方面的接近。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便是这样。他在写作方式上适应该报读者要求，尽管观点上双方并不一致，仍然受到了欢迎。该报社论这样评价了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28卷239页）

满足一定范围内的宣传对象的兴趣，是使宣传成功的条件之一。马克思曾为奥地利《新闻报》撰稿，在签订合同前，他首先了解的是读者兴趣，问道：“我认为，目前特别是对法国
 的金融情况以及法国的总的经济情况，普遍都是一无所知。试问，《新闻报》，或者更正确地说，它的读者，是否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兴趣？”（29卷530页）1894年，法国工人党领袖拉法格要将恩格斯的一篇论基督教的文章译成法文，恩格斯从读者兴趣方面提出疑问，并指出了可能会引起法国人兴趣的途径。他说：“这个神学题目……是法国读者十分感兴趣的吗？我对这点很怀疑。第一部分用《凯撒帝国时代的国际会员》或类似的标题，可能更合适一些”（39卷299页）。

富有人情味的宣传，往往比枯燥的政治说教容易收到实效。马克思对宣传对象的这种一般性特点是熟悉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在法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吕雄，受到警察的搜查和反复盘诘，居住地被监视了一周。为了把这一事件传播出去，达到揭露法国梯也尔政府的目的，马克思突出大女儿在养病、二女儿刚刚死去儿子等事实，以法国警察迫害妇女为主题，给美国大众报纸《太阳报》主编德纳写了封信。信发出后他告诉女儿燕妮：“他必定会在他的《太阳报》上刊登这封信。这类东西正好合美国人的口味。”（33卷285页）果然，这封信一收到就被全文发表在该报上。

一般地说，通过报纸进行宣传，首先要满足读者获得新闻的要求。《新莱茵报》作为1848年革命中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宣传自然是它的首要任务，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刊号用黑体字许诺读者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版，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请读者鉴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求
 。”（5卷13页）如果宣传对象对所述情况不了解，那么为了取得可能的宣传效益，恩格斯提出的建议是：如实描述事实而避免讲观点。1892年，他的美国朋友弗·左尔格应邀为德国报纸撰稿，恩格斯告诫他：“你要记住，你是给一点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的读者写的，所以必须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38卷434～435页）

对层次较低的宣传对象来说，用实例或形象化的形式进行宣传，直接效果会更好。在这方面，恩格斯考虑得较多。1845年，他在家乡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对马克思说：“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
 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27卷17页）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匈牙利文学家凯特贝尼提出把马克思的照片发表在主要读者为小市民的德国《画报》上，恩格斯极为赞成。他对马克思说：“把你的照片登到莱比锡《画报》上，简直妙极了
 。这种广告形式倒是深得庸人之心的。因此你就把为此需用的一切都给他吧。”（32卷28页）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表现出恩格斯对宣传对象特征的了解和适应。

为了影响群众，宣传者需要做出一定让步，使自己的原则适应宣传对象，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要迎合宣传对象的某些偏见。这种情况尤其在对一般群众的宣传中经常出现。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早期空想共产主义的运动时，就有过这种情形。他们说：“当时它们通过民间小说的形式来为宣传事业服务，这些民间小说同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3卷543页）1885年，恩格斯在回顾以往革命诗歌作用时也讲述了这种情况，他说：“这些诗歌为了影响群众，也必定反映出当时群众的偏见，所以，甚至在宪章派那里也有宗教的胡言乱语。”（36卷3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宣传中，也经常这样做，有时甚至在内容上做出一定让步。例如为了使《资本论》第一卷被传播出去，影响一部分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恩格斯给贝塔主编的画报《凉亭》写的书评，就是“尽可能按贝塔的方式，适应这种低级趣味报纸的要求”（32卷119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开始闻名，恩格斯为马克思写传记，也考虑到不同报刊读者的特点，尽可能根据他们的情况而不断改写。为此马克思告诉朋友：“他要改写，因为现在是给另一类读者看。”（32卷612页）

即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的具体情况，才可能有所收获。1887年，美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一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纷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原样翻译出版。恩格斯考虑到宣传对象的不同特征而提出重新写宣传品的计划。他说：“应当记住，无论是《宣言》还是马克思和我的几乎所有小部头著作，现在对美国来说还是极其难以理解的。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完全没有成熟，他们由于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和素养，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这就应当直接从实际出发，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36卷610页）

在宣传的“名分”上，为了达到影响最广泛群众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善于使自己的宣传适应形势。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有几百人，因而他们创办的报纸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恩格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21卷19～20页）。

为了达到一定的宣传目的，宣传者需要一定程度上迎合宣传对象。但这是有条件的，即宣传者的头脑要十分清晰，不能为了迎合而放弃原则。1848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金克尔在革命失败后办了一个小刊物《海尔曼》，便带有庸俗迎合的性质。恩格斯说：“它庸俗肉麻，对各方面都阿谀奉承，渴求和解和宽恕，文笔非常糟糕，在风格和内容上只以坎柏威尔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为对象，完全迎合他们口味。这个人甚至把他在1848年所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也忘掉了”（29卷548～549页）。在宣传工作中，原则和迎合的矛盾是常常出现的，这时需要的是权衡利弊的考虑。例如1884年在法国发表马克思的《论蒲鲁东》一文，恩格斯就有过这种考虑。他说：“法国读者一看到摩尔用相当不礼貌的笔法谈论他们时，会说些什么呢？引用这种正确的和毫无偏见的见解，要冒这样的风险，……无论如何，我很不愿意缓和这篇文章的语气而去迁就巴黎人的口味，但是这一点值得考虑。”（36卷117页）显然，原则在恩格斯那里比迎合本身重要。这与马克思多年前的想法完全一致。当时他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很注意了解读者，在谈到这样做的目的时他说：“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
 ，而是怎样
 写。”（29卷569页）写什么即原则，这是确定的，问题在于怎样写得更适合一定的宣传对象。

宣传者有原则地迎合读者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行为。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后，宣传对象会变得更适应宣传者，并在认识上有所提高，宣传者也会对宣传对象了解得更多。经过1848—1849年的革命宣传，马克思曾注意到德国群众水平的提高，他们正从一般经验转向理论思考。他写道：“德国的读者在最近从高级政治中获得令人快慰的经验以后，将逐渐地不得不转而关注现代斗争的真正内容。”（27卷565页）恩格斯也谈到这种情形，他说：“同工人接触半年，就会培养出读者，就会教会作者要怎样为他们写作。”（36卷115页）从这个角度认识宣传，它确实是一种交往，而非纯粹的单向传播。

由于宣传者在宣传过程中处于主动者地位，因而对于宣传者来说，除了了解宣传对象、适应他们的需要外，为了达到有效的宣传目的，还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同样看作是有头脑的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种宣传过程应当像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我们向他们提供同这种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方法，既然他们大家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就非常迅速地作出必要的结论并加入我们的队伍。”（22卷636页）对于把宣传对象看作糊涂虫的意识，他给予过严厉的批评。有一次，他读了一本前巴黎公社委员欧·普罗托的宣传性小册子，气愤地指出：“他的本事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读者表现极端的蔑视。实际上，只有把读者看成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敢于把这么一大堆明显的伪造的东西（您认为这仅仅是‘演说的片段’）和自相矛盾的谎言塞给他们。”（38卷499页）从这一批评中可以看出，为了达到一定的宣传目的而愚弄宣传对象，是科学社会主义宣传所不允许的。

特别对工人群众，如果仅仅把他们看作是宣传对象，恩格斯也不能容忍。就此，他曾批评过1849年德国南部起义中的民主派：“我们的正牌‘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7卷218页）。在工人阶级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不允许宣传者把自己看作是思想特权者，而把宣传对象看作是被巫医愚弄的群氓。为此，他们批评过进行狭隘宗派宣传的巴枯宁派，因为“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名革命思想
 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秘密组织，……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你要像死尸一样”（18卷385页）。他们指出：“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种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18卷45页）这种上对下的绝对灌输，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曾使巴枯宁主义在不少地方显得有一些力量，但时间一长，工人们觉悟到自己受到愚弄，便脱离了巴枯宁派。就此，恩格斯写道：“一旦采用了为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检验过的那些明智的鼓动手段，相形之下，巴枯宁主义巫医的空谈很快就会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力”（19卷114页）。尊重宣传对象，是明智的宣传的要点之一。


 五、宣传方式和宣传效益

从长远看问题，宣传效益好坏的决定因素是宣传的内容是否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真理总是会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的。但是，对宣传效益起直接作用的是宣传方式，适时的宣传方式可以使并不正确的东西较长时间地存在，而不适时的宣传方式也可能使本来正确的东西无法生根。因而，有的宣传者为了收到宣传效果而不择手段；有的宣传者自信掌握了真理，而不顾及有效的宣传手段。凡此种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批评，他们注重宣传内容的正确性，同样也注重宣传方式，善于学习敌人、同盟者的成功经验，摈弃愚弄宣传对象的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面论述宣传方式不多，但对各种不适时、不道德方式的批评相当多，从中可以了解他们对宣传方式较为全面的认识。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最多的是宣传方式简单化的倾向。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与各种类型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和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而对宣传者来说，“敌情”意识是经常存在的，对“敌情”认识的简单化，导致一种黑白分明的宣传方式。恩格斯认为这种方式实质上是在实行“服从对手的规则”，他说：“因为我的对手说黑
 的，我就说白
 的——这纯粹是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35卷437页）

非白即黑作为一种认识，造就了一种简单的宣传方式，往往给宣传本身带来损害。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主编李卜克内西，他认为法国共和派领袖甘必大是社会主义的盟友，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批评的情形：“他把某个甘必大之流的全部空话当作了真话，而实际上却在经常地欺骗自己的读者，如像法国统治者向法国人供给欺骗性的消息一样。”
(5)

 1892年，一位侨居英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有误解，竟在宣传上把倍倍尔看作敌人，同样出于非白即黑的认识。恩格斯分析说：“他抑制不住自己。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博尼埃既然不爱倍倍尔，当然就恨他。”（38卷542页）

在实际宣传中，敌、我、友的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制约等等，是非常复杂的，用何种方式处理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需要经验和分析能力，不能永远停留在黑白分明的水平上。对此，马克思要求宣传者学会掌握色调的些微变化，成为有经验的和熟练处理局面的人。他说：“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像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espèce［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5卷525页）

宣传在一定环境下需要某种程度的喧嚣，以造成一定的气氛，但要适度。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总体上处于劣势，宣传者出于一种实现理想的急性病和心理上的一种自我满足的欲望，不由自主地对喧嚣的形式看得重于内容。这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宣传方式，效果往往不佳。英国工人宪章派的后期领袖厄·琼斯，便是这样一类职业宣传家。马克思批评说：“虽然不能不承认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的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作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紧张状态中。”（28卷433页）社会主义宣传是一件长期的工作，需要宣传者具有韧性，如果冷静下来，学会在宣传中掌握分寸，不去片面追求轰动形式，并且坚持下去，宣传效益比一时的大喊大叫要扎实得多。

特别在大部分宣传对象对社会主义抱敌对或中立态度时，不知分寸的喧嚣尤其有害。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采取两种宣传方式，一是隐蔽宣传动机，一是用敌对者的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读一下当年他们在十多家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匿名《资本论》书评，就可以看出，他们采取的是非常有分寸的、与读者信念相适应的宣传方式，即把宣传的目的隐蔽在知识的叙述和对书的评价中，不让人们过早地了解与自己的信念相对立的结论。这种方式在总体上获得了成功，几年后《资本论》便为人所知了。当时他们曾计划为英国的社会科学杂志《双周评论》撰写书评，但该刊所有文章都署名。恩格斯对马克思说：“如果这是一条规矩
 ，那对我们就很不好，因为这样一来意图很容易被看出。”（32卷85页）显然，他们十分重视隐蔽宣传的这种方式。

在敌对性宣传的包围中，不知分寸的宣传者往往竭力用自己的、自己盟友的各种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然而这种宣传效果并不能说服人。恩格斯在宣传中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即“引用了我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派的文章来证明我的论点”（42卷277页），特别是直接敌人的材料。这对于争取中立的宣传对象相当有效，使敌对者也感到尴尬。例如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许多材料，便是这样选择的。他解释说：“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
 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2卷280页）。1848年10月，奥地利军队残酷地镇压了维也纳人民的起义，为了说明奥军血腥镇压的真相，争取更多的同情者，恩格斯写的报道中引证的材料全部是站在起义者对立面的人讲的话，引证时他说：“这些作者不是狂怒的‘无产者’，而是大资本家，是在维也纳拥有大型工厂的那些人，是无容置疑的思想保守的资产者”（43卷75页）。这种做法足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事实的真相。

在反对宣传简单化倾向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评了各种抽象化的宣传方式和无聊的政治说教。1844年，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朋友的鲍威尔兄弟创办了《文学报》。由于这时他们在哲学上走向极端唯心主义，以致使他们传播自己观点的宣传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他们自称是“批判的批判”，要通过《文学报》证明，他们是绝对的主体，代表世界利益。为了证明自己与“群氓”的区别，刊物上充满了晦涩的文字，一位该刊的记者写信对主编说：“您可以看到，《文学报》已达到了目的，就是说，它丝毫没有
 得到人们的赞同
 。”对于这样一种近乎病态的宣传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中设专章给予了嘲讽式的批评。马克思说：“批判的记者总想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2卷188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及其门徒早期所采用的宣传方式，也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因而是不成功的。恩格斯在分析原因时指出：“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2卷525～526页）“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2卷525页）欧文派当然没有发展到鲍威尔式的病态，但他们过于相信“理性”的力量，以致不能从实际出发，不承认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只追求理想的直接现实，这同样是一种抽象化的宣传方式。欧文本人在后期多少意识到宣传方式上的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他后期在宣传方式上的转变，写道：“欧文自己已经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或针对各个不同的阶级而改变了宣传这些计划的方式。”（3卷543页）

与此同时，在德国弥漫着一种争取出现一位好皇帝的“社会主义”宣传，几十万份传单、小册子、诗歌到处在散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这种宣传为“卡普勤式的政治说教”（4卷224页或344页）。卡普勤是天主教圣芳会的一个教派，以一本正经的道德说教闻名。这种宣传方式的特点是不管宣传对象是否愿意接受，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一些极为肤浅的论点。它在形式上与抽象化的宣传方式相反，但同样毫无宣传效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厌恶把宣传变成政治说教，他们要求宣传具有适合宣传对象的特有方式，或警醒，或幽默。作为宣传家，马丁·路德在德国宗教改革中直截了当地、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天主教虚伪和残忍的一面；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弗·伏尔泰则在温文尔雅的俏皮言论中深深地刺痛着天主教的神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这类有特点的宣传方式。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的密友威·沃尔弗这位西里西亚农奴之子，充分掌握了路德的宣传方式。他对马克思说：“他那种西里西亚的路德式的严厉揭露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比你的风格更适合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27卷314页）。有一次，伦敦街头一位宣传自然神论的牧师，使马克思想到伏尔泰的宣传方式，他告诉恩格斯：“在伦敦这里现在有一个牧师（与在约翰街作宣传的无神论者不同）对市民作自然神论的宣传，完全伏尔泰式地嘲笑圣经。（我妻子和孩子们去过那里两次，称赞他是一个幽默家。）”（30卷3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宣传方式具有特色，但这种特色不是为了单纯追求一时的宣传效益，它不应耸人听闻和毫无逻辑。这类宣传方式的典型即恩格斯所说的“日拉丹式的宣传”（27卷346页）。艾·德·日拉丹是法国19世纪中叶的著名记者，以耸人听闻式的猛烈抨击和随机应变著称。他的鼓动极为广泛，并且经常造成轰动效应。就日拉丹的具体鼓动而言，当他站在革命一边抨击反动派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少是以称赞的口吻谈到他的。例如在1851年，马克思说：“这个家伙正在法国进行广泛的鼓动，比整个山岳党人和红色分子一帮合起来所进行的鼓动还要广泛。”（27卷282页）但是，从宣传方式角度，他们都坚决反对以耸人听闻的抨击来换取一时的宣传效益。恩格斯把蒲鲁东的著作看作是日拉丹式的宣传而予以蔑视，就是由于他的著作虽然抨击性很强，但哗众取宠。马克思对他的宣传方式曾概括了一句话：“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16卷29页）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中，抨击是一种宣传的有效方式，但不以耸人听闻和随机应变为特征。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科贝特式的方式。威·科贝特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新闻工作者，他终生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反对各种腐败现象的宣传。马克思称他是“英国著名的抨击文作家”（11卷153页）。同样是抨击，科贝特绝不追求耸人听闻，而是忠于事实，观点如一。他的风格尖锐、泼辣而带有幽默感，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恩格斯称赞这样的宣传方式说：“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18卷602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社会主义宣传的前期，空想社会主义用制造的榜样来宣传社会主义较为普遍。恩格斯年轻时代也曾对此深信不疑，写过一些类似的典型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对这种宣传方式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因为他们深知，一个社会的进程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结构中，决不是用人为制造的典型、通过榜样的力量就可以扭转乾坤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批评说：这是“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6)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批评了这种自己曾经迷恋过的宣传方式。他指出：他们“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20卷283页）。1866年，一群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再次企图用他们在法国的试验，宣传蒲鲁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讽刺说：“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31卷230页）这种宣传方式注定失败的原因在于，宣传者相信微小的经验，深信这种“事实”的宣传万能，却对社会的历史发展无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各种宣传方式，除鲍威尔兄弟外，全部都以追求短期的宣传效益为目的。这些宣传方式的毛病，相当程度上与这样的宣传目的有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指导者，他们当然希望宣传产生轰动效应，但他们更注重宣传的长期效益。为此，恩格斯曾告诫以宣传为职业的党的领袖们：“长期从事鼓动工作和议会活动，当然会使人很厌烦。这和登广告、搞招贴以及四处招揽生意一样，不会立刻收到成效，而且有些人往往一无所获。不过，没有别的法子，谁把事情抓起来，谁就应当把它进行到底，不然将会前功尽弃。”（36卷23页）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宣传的韧性的，某种环境条件也造成了宣传上的急性病。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考虑”。谈到法国的宣传时，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说：“那里考虑对公众产生暂时的效果，比你和我以及德国党全体群众考虑得更多，这并不单纯是法国人缺点。在这里以及在美国，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是享有较大自由的和较长时期以来形成习惯的政治生活的结果。”（37卷296页）在比较自由的环境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宣传活动可以随时进行，而政治本身又是以追求实效为特征的，这就容易出现种种单纯追求暂时宣传效果的情况。作为社会主义宣传的指导者，需要头脑冷静，从长远考虑宣传效果。否则，各种简单的宣传方式将无法克服，并进而损害宣传的整体效益。恩格斯直接指导的英国的宣传，便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点上的。1890年，他在回顾伦敦的社会主义宣传时说：“在这里，近八年来各种各样的宣传已经打下了很深的基础，以致工人们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只希望社会主义者当自己的领袖。现在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道路，他们被吸引到这条道路上来了。”（37卷348页）如果没有一种长远的宣传效益的考虑，仅靠轰动性宣传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步的。

这种重视宣传长期效益的意识，不仅来自他们的宣传实践，也来自他们对宣传史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英国自由派1839—1845年间持久的反谷物法宣传的经验，尽管他们一再揭露自由资产阶级在这个宣传运动中的私利。这个宣传运动成功的原因，除了它顺应社会发展外，主要在于运动的组织者具有持久宣传的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宣传成功或失败所左右。马克思就他们的宣传规模说：“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4卷449页）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的效益显然是渐进的，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任何短期宣传的效果无法相比的。对此，恩格斯写道：“由于谷物法和反谷物法同盟所传播的几十万册书刊的影响，租佃人的头脑中也产生了政治思想。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大地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直接对立的”，“租佃人摆脱了他们高贵的土地占有者的精神影响。”（1卷559页）

长达40年的英国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宣传的经验，曾引起过恩格斯的高度重视。这一宣传运动经历了几代人前赴后继才取得成果，它的宣传效益也是渐进的，具有历史意义。恩格斯指出：“参与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7卷273页）


 六、“灌输”

宣传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如鼓动、疏导、感染、批判、灌输等等。每种类型的具体目的和要求都有差异，其中“灌输”这种宣传类型，是指把某种新的观念、精神注入到宣传对象的头脑中。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灌输这种宣传类型进行过系统论述，但由于他们著作的中文版里这个词出现较多，以及考茨基和列宁“灌输理论”的普及，有必要对他们著作中文版里的“灌输”一词作一些说明。他们著作的中文版里，“灌输”这个中文词汇约有50处，经查对其中大部分的德、英文原著，所用动词各不相同，如erteilen（给予）、unterhalten（提供）、drilling（教练）、verstehen（掌握、理解）、train（培养）、imbue（浸染）、vorspre-chen（导读）、beibrigen或instruct（教授）、machen（制造、做）、aufnehmen（接纳）、durchdringen（进入）、setzen（安排）、pfropfen（移植）、aufdrangen（强加）、inokulieren（内向、嫁接）、einbleuend（使牢记）、aufbinden（欺骗）、pointing out（指出、指示）、einpaukten（填鸭式教授）、eintrichtern（物理上的灌注）等等。其中只有最后两个词多少与中文“灌输”含义相对应，这种情况在文中有七八处。

我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译文大多是从俄译文再度译过来的。将如此多的不同动词都译为同一个“灌输”，这是翻译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任何翻译都会有意无意地把当时流行的习惯用语附加到先辈的著作上。他们身后，国际共运宣传史上出现了考茨基和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使“灌输”一词在马列主义宣传中使用的频率急速增多，人们对它习以为常。因而，这种情况无意中造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文版里出现如此多的“灌输”。

1901年11月，卡尔·考茨基在评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党纲时，首先提出了灌输理论。他指出：“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ssen hinei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列宁随后引用了这段话，认为它“十分正确而重要”
(7)

 。他进一步发挥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
 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
 ：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8)

 这是列宁和考茨基根据国际共运史的宣传实践进行的一种理论创造。随着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这一灌输理论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一种普遍的理论根据。

但就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们没有提出过这种系统的“灌输”的理论，也从未使用过考茨基使用的那个与他的灌输理论相关的“灌输”（aus hineigetragen，直译“从外向里带入”）一词来论述宣传工作。他们著作中译文里的“灌输”一词，不论原意怎样，与考茨基和列宁后来的灌输理论没有直接联系。

中文版中的“灌输”一词所涉及的情况，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使用的是哪个动词，谈到的都是精神交往现象，有些可以纳入广义的宣传范畴。但其中三分之二带有一定贬义，他们或不赞成传播的内容，或对受传者的愚笨予以某种程度的嘲笑。

关于前者，例如马克思在谈到教育观念时写道：“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verstehen）
(9)

 资产阶级的原则”（6卷648页）。谈到普鲁士君主们把军队当作权力支柱时，他说：他们对军队是“灌输（train）以消极服从的精神，通过刻板训练把它变成了王朝的单纯的工具”（15卷208页）。谈到两家报纸诽谤巴黎公社时，恩格斯曾劝告母亲说：“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eintrichtern）
(10)

 谎言。”（33卷307页）谈到沙皇的代理人进行的宣传时，他写道：“他们特别向南方斯拉夫人灌输（pointing out）
(11)

 沙皇全能的思想”（9卷25页）。

关于后者，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青年黑格尔分子施里加时说：“施里加听凭威严的圣者把作为怪影的真理灌输（auf-binden）
(12)

 给自己”（3卷164页）。马克思在谈到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11章时说：“全部涉及个人的问题是那样有力地灌输（einpaukten）
(13)

 给庸人，肯定他一生都忘不掉。”（30卷122页）恩格斯谈到一位他认为有些笨的地方工人领袖波尔恩时，对马克思说：“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einpaukten）
(14)

 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27卷12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一概反对单向灌输某些正确的或进步的观点，例如恩格斯谈到南部斯拉夫人时认为：“非斯拉夫民族往这些民族中间灌输了
 （aufdrangen）
(15)

 具有生命力和发展能力的因素”（6卷201页）。他惋惜进步因素没有在土耳其军队中扎根，写道：“所有的改革都未能把欧洲士兵的精神灌输（eibleuen）
(16)

 到这些人的脑子里去。”（28卷352页）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注入式宣传教育，特别在工人运动不断壮大并公开活动时，尤其不能这样。1890年，恩格斯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部分地说，这完全是不成熟的粗糙的材料。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像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37卷435页）。

需要作一特别说明的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处“灌输”。在谈到纲领中“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时，马克思批评纲领的制定者：他们“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19卷23页）。这里的“灌输”一词，原文为beibrigen，意思是教导、传授，与中文的“灌输”有一定差异，并显然与考茨基提出的“灌输”在词义上有较大的不同。



————————————————————


(1)
 指英国。——引者注


(2)
 指黑尔斯。——引者注


(3)
 马克思的女儿。——引者注


(4)
 英国财政大臣的预算。——引者注


(5)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501页。


(7)
 《列宁选集》，第1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列宁选集》，第1卷，247、256、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0)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1)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2)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3)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4)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5)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6)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第十一章　交往形态——新闻

新闻是现代精神交往的最常见形态，已经构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固有部分。如果回顾新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恩格斯曾经特别指出了《圣经》中的“新闻”。当年使徒保罗到雅典传道，人们所以听他讲，只是因为他讲到奇怪的事。《圣经·使徒行传》中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恩格斯转而观察现实的柏林人，其情形极为相似，因而称他们是新雅典人，写道：“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闻么？就到你们的咖啡馆和糕点铺去随便看看吧，新雅典人是怎样忙于看报纸，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听听他们见面时的相互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什么新闻吗？’如此而已。他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有的消息”（41卷287～288页）。恩格斯将古代与现代联系起来看，新闻的传播呈螺旋形上升。古代城市中发生的事，在一两千年后世界交往形成之时，再现为一种极为普通的传播现象。然而，正是由于新闻过于自然、频繁地存在于生活之中，人们反而很少对新闻本身进行哲理性思考。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新闻”（德文Neuigkeit、Neue或英文news）以及与这个概念相近的消息、情报、通告、公告、趣闻等等词汇，出现频率相当高。在他们的通信中，“这里有许多新闻”（28卷40页），“没有什么新闻”（27卷131页），“告诉你一件新闻”（41卷588页）等等一类话随处可见。他们对“新闻”含义的掌握是严谨而持恒的，并且多次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了新闻传播现象。


 一、事实与新闻的产生

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小范围交往中，新闻的存在是以个人“不知”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自己，也讲到别人。马克思说：“马斯医生是‘马克思集团’的信徒，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闻。”（28卷500页）恩格斯说：“哈茨费尔特和三十万塔勒的事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29卷33页）。“路易—拿破仑……宣布自己是巴登王位的继承人。这对载勒尔公民来说是重要新闻”（28卷22页）。这里谈到的“新闻”，有的与公众关系不大；有的带有社会性质，但已经传播，仅仅对“不知”的个人有意义。无论如何，不能重复已知的东西，有新鲜内容，是新闻的基本特点之一。

在一定范围的社会交往中，新闻的存在也是以多数人不知为前提的。1855年，英国枢密院院长罗素勋爵，就英国和俄国的谈判在议会讲了许多话，他最后说，政府还没有授予它的大使谈判的全权。马克思在罗素冗长的演说中抓住了这最后一句话，作了报道，写道：“后面这句话也就是罗素告诉《commoners》〔‘下院议员’〕的唯一新闻。”（11卷5页）这说明，并非传播中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新闻，罗素的演说中绝大部分内容是议员们已经知道的旧闻，因而能够作为新闻报道的东西就很少。1854年，恩格斯写了一篇军事通讯，由于时间上被耽搁，这篇通讯从新闻变成了旧闻。恩格斯就这件事写道：“《每日新闻》的这些家伙这么一拖延，使得我的一部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被德国报刊所传布而为人所共知了。”（28卷341页）正由于人们的“不知”已经变成了“已知”，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最终失去了发表的价值。

“不知”只是新闻的先决条件，但还不是唯一的条件。1881年，马克思给大女儿燕妮的信中，介绍了美国的一份周刊披露的一件事实。他说：“《爱尔兰世界
 》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
 （私有制）的声明
 。这是一个最新新闻
 ，我告诉过你妈妈
 ，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上”（35卷233页）。在这里，由于所讲的事实与通常情况不一致，因此对多数人来说它成了新闻。当时爱尔兰的主教们一般都支持私有制，如果报道某个主教支持私有制，这样的消息是不会被承认为新闻的，因为它在人们认识的常理之中。马克思所以强调“最新新闻”，在于事实发生了与一般情况不同的变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深入理解马克思或恩格斯讲的许多很平常的话。马克思说：“除了施蒂纳
 的死，没有别的新闻”（29卷71页）。恩格斯说：“这里除了可怕的寒冬外，没有什么新闻；天气一天要变几次。”
(1)

 （29卷288页）讲话人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况，但还把德国著名哲学家施蒂纳去世、天气异常变化看作标准的新闻，除了这些情况对其他人可能是“不知”的外，更在于这些情况属于非常规变动。在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告之施蒂纳活着或3月份初春已至，是毫无意义的。

新闻的这个特点一般人在生活中是无形中把握的。有一次，马克思谈到他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的熟人莱·蒙蒂菲奥里对新闻的认识。他说：“昨天小蒙蒂菲奥里先生来我这里，他前往柏林去；他对杜西说的一段话，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青年文人的特色：‘但愿普鲁士人使我如愿以偿，把我拘捕一两天！这是给杂志投稿或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多好的材料呵！’”（34卷82页）这位青年人显然懂得，给报刊写稿的内容必须是变动的事实而非正常发生的事实。他去柏林，报刊绝不会作为新闻发表；但普鲁士当局若拘留了他，这种异常事件自然可以成为新闻的材料。

但是，这位英国青年人对新闻的把握又是不自觉的，类似的这种追求轰动的想法，往往在实际新闻工作中造成对新闻把握的偏差。1881年，马克思的夫人去世，法国《正义报》新闻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由于马克思有犹太血统，因而当初他与燕妮的结合，最大的困难是克服种族上的偏见。马克思气愤地说：“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
 ；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
 。”（35卷234页）这是一种“文艺的‘夸张’”（35卷234页）。他强调文艺和新闻的区别，如果是文学作品，尽可以从某人有犹太血统开始去构想情节；但作为新闻，则只能遵循事实，不能有这类臆想的天地，即使是逻辑推理，也要有事实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事实的变动对新闻产生的意义。1849年年初，恩格斯来到瑞士。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他苦恼写不出新闻，原因就如他对马克思讲的：“在这个讨厌的瑞士，哪怕发生一点什么可以写的事情也好！然而没有，全是些无聊透顶的地方上的争吵。”（27卷150页）地方上的争吵对瑞士来说也许算得上新闻，但对于德国和欧洲来说，人们早就了解瑞士的这一特点，过于一般而无法对外成为新闻。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时也常遇到这类情况。有一次他对恩格斯说：“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29卷15页）马克思实际谈到了新闻对事实变动幅度的要求。事实变动幅度越大，越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成为新闻；而变化不明显的事实最多只能作为地方新闻，甚至无法成为新闻。

事实变化是自然发生的，重大新闻出现的频率不可能均衡，所以在新闻工作中常常出现新闻的“淡季”，这是新闻与其他交往形态的不同点。1842年，作为《莱茵报》柏林通讯员的恩格斯曾谈到过这种情形。8月正值大学放假，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骤减。恩格斯写道：“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上帝可以作证，现在，正如这里人们所说的，已经进入通讯员的淡季。什么新闻也没有，确实没有！”（41卷390页）新闻发生的不均衡，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一种事实的变动对新闻制约的规律。1859年，他以《纽约每日论坛报》柏林通讯员的身份对此作了说明，写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Wo nichts ist，hat der kaiser sein Recht verloren》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的支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Weltgeist》［‘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12卷726页）

从报纸版面上也可以反映出这种规律性变化。恩格斯1888年在致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信中讲到英国的《派尔—麦尔新闻》，便指出了这种现象。他说：“我最近没有寄《派尔—麦尔新闻》，因为这张报上简直什么内容也没有。它完全是伦敦的地方性报纸，因此要是伦敦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它就枯燥得要命。”（37卷31页）而发生了重大事件，报纸工作又十分紧张。1857年，英国议会大辩论，同时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纽约每日论坛报》急需要人写新闻报道，恩格斯对马克思说：“发生了这次议会事件，加之又有中国事件；此刻《论坛报》又需要帮助”（29卷108页）。

当然，生活中事实的变动是永不停顿的，因而新闻层出不穷，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不大的事实变动而产生的新闻居多数，重大新闻的发生较少些，这样就表现出新闻相对的层次差异。为此，恩格斯讲到曼彻斯特新闻层次的变化。他说：“我们这里刚刚发生盗窃，铁路上火车碰撞，血肉横飞。这里的庸人们被最近一星期来的一些非常事件吓呆了。幸好棉花跌价，因此交易所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公众得以专心议论这些重大事件。”（28卷223页）在这里，由于经济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于是人们便把一些社会新闻当作大事来谈论，这些事相形之下“重大”了；如果经济危机来临，那么危机就成为重大新闻，而社会新闻会被忽略。

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他对新闻的认识比一般人看得高，他反对单纯追求耸人听闻，把“当日惊人消息”只看作原始意义上的新闻。他写的新闻通讯，以中肯的分析、准确的预见著称，使原始新闻变得丰富而有思想性。1857年，他凭着谙练的经济学知识，敏锐地觉察到法国经济中隐蔽着巨大的亏空，连续写了五篇通讯指出这一点，但《纽约每日论坛报》却不采用。当1858年法国的经济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成为重大新闻时，报纸才慌了手脚。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明了自己的新闻观。他说：“《论坛报》的蠢驴们会看到，他们不刊登我在半年前寄给他们的多次推敲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是多么聪明。这是些地地道道的蠢驴：凡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当日惊人消息’，他们就当作无趣的东西抛在一边，等以后这同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根据别人作品拼凑起来的最愚蠢的胡话。”（29卷298页）

从事实变动的宏观历史角度看待新闻，马克思认为后来发生的某些事实的变动，往往是过去同类事情的重演。当然这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再现。因而，新闻在这个意义上便不是新闻，而是“常闻”。这种辩证的思想在马克思分析新闻现象时表现得十分清晰。

人们的认识是以每代人的生命为期限的，在一定条件下，历史对新一代会变成新闻。1868年，法国出版了一本书《1851年12月的巴黎》，由此马克思谈到历史如何成为新闻。他对恩格斯说：“除了某些细节以外，我发现新东西很少。这本书在巴黎和整个法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说明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巴登格
(2)

 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的历史毫无所知。他们现在如梦初醒，就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但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我们不是也同他们有点类似吗？德国现在流传着一个特别新闻，说拉萨尔只是我们的彗星之一，‘阶级斗争’不是他发现的。”（32卷216页）马克思讲的对新一代人成为“特别新闻”的两件事，都发生在十几年前，而在多数人“不知”时，它们又成为新闻。

1856年7月，西班牙马德里发生人民起义，工人在两天的起义中被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者出卖，起义失败。马克思在报道这一事件时使用了海涅的诗句：“这是一个老故事，但永远是新闻。”（12卷45页）1874年，英国诗人坦尼森写了一首歌颂爱丁堡公爵未婚妻亚历山大罗夫娜公主的诗，每句结尾都是“亚历山大罗夫娜”这个名字。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感到新奇，马克思用《圣经·传道书》中的话告诉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33卷627页）因为这类诗近百年前的沙皇保罗一世也写过。马克思引证的这两段话，含有历史事件发生的深刻哲理。生活中具体事实的重大变动似乎是无规律可循的，但若站在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观察生活，那么它们又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旧闻与新闻，已有的事与现行的事，在辩证法的照耀下被贯通了。马克思所写的新闻通讯和时事评论所以使人感到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思想力量，也许就在于他对新闻的认识经过了这种锤炼。


 二、作为新闻载体的报纸

新闻传播的现象存在久远，但在古代社会，如同其他精神交往一样，主要发生在社会上层，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范围有限，传播方式以口头、手书为主。只有极重大的事实变动，才可能深入下层，由“民间的口传电报”（32卷94页）不自觉地传播。随着商品经济向全世界的拓展，新闻传播不再是上层的精神特权，而逐步成为社会信息传通的重要内容。这时它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广泛的大规模的传播载体，这种载体的第一种表现形式便是报纸。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过15世纪中叶欧洲在交往方面已具备的综合条件，说明报纸产生的社会环境。（参见20卷530～531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对报纸作为新闻载体的基本职能的论述很多。由于他们从事的活动必须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因而关于报纸作为阶级斗争、政党活动工具的论述更多些。但即使在论述后者时，前者作为一种基本认识也常常表现出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新闻的载体”这一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试看马克思1853年关于《泰晤士报》的一段话：“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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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金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
 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座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将多么地不幸啊！”（8卷629页）这是由于该报主张驱逐欧洲大陆的政治流亡者而引来的一段批判性的话。无论《泰晤士报》倾向如何，它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什么。如果没有事实的变动，报纸便无法制造出各种文章，自然也无从获得利润，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它也说明了新闻层次的转换，如果没有重大的事实变动，那么报纸只能靠那些琐碎的社会新闻度日。事实上，《泰晤士报》的发达，除了瓦尔特家族的经营之道外，18世纪的大革命和19世纪欧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给它提供了发挥报纸作用的客观条件，否则，它无法成为19世纪的世界性大报。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泰晤士报》，当然不在于它的一贯保守的立场，而在于它刊载新闻的功能发挥得较好。所以，恩格斯在批评该报时承认：“《泰晤士报》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41卷398页）。

新闻构成了报纸版面的基本内容。恩格斯在谈到他读过的许多报纸时曾这样叙述道：“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1844年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我手边正好有一张1844年9月12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2卷418页）不论报纸的政治倾向、报道范围有何差异，只有报道事实它才能成为报纸。1848年7月，普鲁士内阁准备收回在三月革命中被放宽了的出版政策，马克思就此写道：报纸“将不能陈述事实
 了。它应当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空话”（5卷272页）。在这里，他说明了报纸的基本职能“陈述事实”，并用“空话”作为改变报纸职能的反衬。

事实的变动构成了报纸新闻的主要来源。由于职业上的这种需要，失去或获得这一来源甚至可以在报纸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情绪来。1854年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一个时期进展缓慢，英国报纸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事实，当一个并不大的事实传来时，便出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情形：“从英国报纸上可以知道英国军队在博马尔松德的初步战绩。还没有一次机会报道什么真正突出的事件的可怜的报刊，现在对1万法国士兵战胜了2000俄军感到欣喜若狂了。”（10卷440页）由于这种职业上的需求，缺乏新闻来源时，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惜与政治上的反对派建立工作关系。1854年4月，是英国议会休会时期，新闻较少。这时恩格斯写了一篇有关克里木战争的通讯，马克思建议他“
马上

 把文章寄给《泰晤士报》”（28卷345页），他说：“因为议会休会到5月1日，虽然名义上说是到4月27日。因此，他们对任何投稿都会欢迎的，而且这些人在文字上和政治分寸上比《每日新闻
 》的蠢才们要讲究得多，他们情愿接受哪怕是出自魔鬼之手的有意思的文章”（28卷345页）。恩格斯也观察到报纸对新闻来源的这种衡量尺度，他谈到《纽约每日论坛报》时说：“美国佬对欧洲政治并非内行，谁写得更好、更有智慧，谁就胜利。”（28卷93页）

在日常工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得最经常的传播媒介是报纸，马克思生平积攒的各种报纸重达半吨。他们读报的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批判它们，而是获取新闻。例如马克思1869年对恩格斯谈到他的读报目的：“请给我寄几号
 《未来报》来，以便看看有关国会的消息。如果可能，再寄一些正在讨论棉花价格的曼彻斯特报纸来。”（32卷275页）恩格斯晚年，曾特别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介绍他的读报情况：“我早上看《每日新闻》，晚上看《旗帜晚报》和《派尔—麦尔新闻》，星期日看《每周快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时也有改变。……如果你对文艺性文章并不比对政治更重视，那么《每周快讯》无论如何比《星期六评论》好。报纸是艾什顿·迪耳克夫人办的，编辑是阿贝丁的议员亚·汉特博士。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报纸，但是对英国报道很充分，在议会开会期间，有很多有关议会的传闻，它的一些巴黎通讯很好（《每日新闻》的克罗弗德夫人在这里发表意见可以自由得多）。”（37卷3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谈的报纸，没有一份是工人报纸，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从中获取新闻，并且主要靠这些报纸获取新闻。这表明，他们并不由于报纸具有的政治倾向而否认报纸刊载新闻的基本职能。

工人报纸的宣传任务比较繁重，在新闻提供方面与资产阶级报纸竞争，经常处于劣势。恩格斯就此对奥地利《工人报》主编阿德勒讲过：“在官界
 新闻方面，你们永远赛不过资产阶级的大报”（39卷377页）。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工人报纸提供真正新闻的要求。一份没有什么新闻的报纸是没有读者的，恩格斯本人就不愿读它。他在读了几份受法国工人党影响的《小共和国报》后，曾对在法国的马克思的女儿劳拉说：“《小共和国报》由于叙述枯燥和一些所谓的事件报道，读起来的确非常吃力；所以当你知道我不再渴望要这个报纸时就不要奇怪了。除非它刊载真正的
 新闻、真实的报道”（39卷268页）。1892年，法国工人党创办了日报《社会主义者报》，恩格斯首先考虑的是日报必须向读者提供充分的新闻，他说：“既然这份报纸要办得高于那些巴黎日报的一般水平，那就要有一个人每天密切注视英国和德国的运动情况并经常撰写有关文章。”（38卷349页）从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即使是承担着直接宣传义务的工人报纸，只有在发挥报纸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其宣传任务。

以个人的经验为中心的精神交往是十分有限的，自从报纸作为新闻的载体进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后，它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已经习惯于参与很遥远地方的事务。一旦没有了报纸，就仿佛有一种失落感，又重新回到狭小的个人经验的交往圈子。这时，报纸作为新闻的载体，连接个人与世界的意义便能体会到了。恩格斯多次谈到过这种感受。他习惯于根据各报提供的新闻进行分析来撰写军事通讯，没有报纸，便感到自己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讲述了自己为写评论而等待新闻的焦急心情：“由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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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对军事行动的报道漫不经心，我已经弄不清‘联合’行动的线索了。”（31卷461页）“我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31卷463页）“我迫不及待地等候每一艘轮船——，令人兴奋的消息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传来。”（31卷464页）1890年，恩格斯去挪威的北角作一次旅行，他再次感受到离开报纸的滋味，写道：“因为看不到报纸，我们就完全脱离了‘政治大事’。好在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37卷426页）返回的路上，他在船上看到一份张贴着的报纸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消息，才意识到自己“回到了文明纬度”（37卷423页）。基于这种经常的感受，恩格斯把报纸看作是人民获取新闻的主要方式。他在评论1850年法国限制出版的法律时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在新法律下，由于报纸涨价，广大读者将被剥夺这一获取信息的方式（the mode of getting information）。”
(5)



一个问题会有两面。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报纸刊载新闻看作是它的基本职能，因此他们也就把过时的报纸看作历史的记录。1852年，在美国的马克思的朋友约·魏德迈想得到一些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马克思便推荐了英国宪章派的周刊《寄语人民》。这时，他从记录历史的角度写道：“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28卷495页）。1860年，马克思为了进行论战而寻找资料。当他得知有一份1849年流亡者办的周刊《喧声》能够说明问题时，就称它为“历史书”（14卷409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有一个规定，国际支部的每种报纸每期送总委员会两份，一份给与该支部联系的通讯书记；一份给总委员会图书馆。恩格斯就后者做了如下说明：“那里我们收藏着全套的这些报纸，作为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未来历史的资料”（33卷200页）。上面讲的均是工人报纸。资产阶级报纸也并不由于它的阶级倾向而失去历史记录的作用。1887年，有人向恩格斯请教1846—1848年有关海涅与拉萨尔办理诉讼案的情况，尽管恩格斯经历了这一时代，但记忆毕竟有限，因此他告之：“从1846年首饰匣案件的报道或1848年拉萨尔案件的报道中（《科伦日报》是最好的资料）可以得知这一点。”（36卷695页）在那个时代，《科伦日报》是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报纸、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上的死敌，但这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在40年后承认它在社会新闻方面的历史记录作用。


 三、新闻的社会作用

新闻的传播，特别是社会新闻的广泛传播，往往使人产生一种比较表面的认识，似乎由于人有一种对新奇感兴趣的本性，造成了这种精神交往。的确，人们的好奇心对新闻的传播有相当的刺激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同样有这种兴趣，例如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你寄给我的《曼彻斯特卫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些有趣的东西。”（29卷253页）他们之间的通信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趣闻和轶事，但这仅仅是紧张工作的调剂。现代新闻作为一种较为独立的精神交往形态发挥作用，仅有几百年的历史，用人的好奇天性解释不了这种新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闻的大规模传播是现代商品经济造成的“普遍交往”的产物。如同货币被看作是交换的媒介一样，马克思也把新闻的载体报纸看作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真正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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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作是物质与精神交换的一种杠杆。他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40卷329页）一旦人们处于世界交往之中，新闻的这种纽带、杠杆作用便显示出来。若暂时主动回到隔绝的状态，人会很快感到新闻变得多余了。马克思谈到过这种感受，1857年，由于他集中精力埋头写作《经济学手稿》而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对拉萨尔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29卷528页）

除了整体上的联系作用外，在现代精神交往中，新闻本身由于它象征着联系、变化、差异而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1855年，由于英国内阁和军队指挥机关的严重官僚主义，致使处于克里木前线的几万名英军士兵濒临冻死病死的境地。这件事被揭露出来以后，议会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仅仅这条新闻的传播，就对前线产生了奇效。就此马克思做了形象的报道：“关于下院对内阁表示愤慨的消息、关于罗巴克委员会以及关于国内广泛不满的消息传到了克里木。为士兵们所欢迎的这些消息，使将军们和各部门的长官们感到恐惧。一星期以后又传来一则消息说，受权进行谈判和调查的委员会代表们已在途中。这个消息就像一股电流那样刺激了一下瘫痪病人。”（11卷184页）在任何改进措施没有实行之前，前线的医护人员、铁路工人等等冲破官僚主义的障碍，开始了救护和各种军需后勤工作，整个瘫痪的局面变活了。

在较为具体的场合也有这种情形发生。1867年马克思谈到法国工人的一次罢工，他说：“我们为巴黎罢工的铜器工人争取到了伦敦工联的金钱援助。老板们一知道这个消息马上就让步。这件事情在法国报纸上引起了一片喧嚷”（31卷284页）。实际上钱当时并没有送到，但这个新闻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使罢工工人达到了目的。

事实变动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由于变动集中而产生的新闻往往会形成一种更大的无形的力量。1848年普鲁士三月革命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借助了这种力量。恩格斯就这种情况写道：“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皇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8卷42页）革命情绪的持续，一定程度上也需借助变动集中而产生的新闻的力量。马克思在谈到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情形时写道：“每一次来的邮件，或从意大利那里，或从德国那里，或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陶醉情态……”（7卷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论的新闻的社会作用，都不取决于传递新闻所消耗的能量，而取决于变动的事实的内容、信源与接受者的条件。新闻是信息的一种（《牛津字典》：“信息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新闻在这些社会作用中表明了它的什么性质？这是当今用信息论分析新闻现象时常常提出的问题，众说纷纭之中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实例是有意义的。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因事实变动而产生的一种物质势能，与新闻接受者的某种强烈心理状态的契合，是新闻能够发挥较大社会作用的原因。二者缺一，或一方面达不到一定的程度，新闻的社会作用便会减弱。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新闻所以能够成为个人与世界的联系纽带、杠杆，归根到底在于获取的新闻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相关。由于交往的异化，不相识的人对每个人都是一种秘密，而整个社会生产又把每个人的利益联结了起来。为解决这种矛盾，人们需要无限制地获取新闻。恩格斯以厂主为例写道：“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2卷366～367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从或近或远地方传来的有关新闻，便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或使人振奋，或使人沮丧。例如1857年欧洲经济危机，商品过剩，这时印度需要商品的新闻便产生了这类作用。恩格斯说：“从马德拉斯和孟买来的独特的好消息（出售可以得到利润，这种情形从1847年起已不再有过），使同印度的贸易活跃起来。人们把一切东西尽量向那里抛去。”（29卷201页）1850年，德国的两个博览会的新闻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个极大的安慰。”（7卷510～511页）

由于新闻在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殊作用，各种专门的交易所新闻产生了，利用新闻、制造新闻、凭借权力进行新闻敲诈等等社会现象出现了，一切正常的、曲解了的新闻，凡重要一点的，都可以揭示出它们同物质利益的联系。为了说明这种联系，马克思多次谈到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在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中的新闻敲诈行为。例如1855年克里木战争期间，马克思写道：“一般说来，在克里木战争和巴黎交易所之间有着奥妙的联系。大家知道，正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电线都汇聚到土伊勒里
(7)

 ，这些电线在这里都最后成了‘内阁的秘密’。据了解，巴黎发表最重要的电讯要比伦敦迟几小时。据说，在这几小时内，一个名字叫奥尔西
 的科西嘉人就在巴黎交易所内大肆活动。”（11卷354页）当然，革命战争中的好消息，也会对革命政府的物质利益产生影响，例如1849年匈牙利战争时，恩格斯曾作了如下报道：“匈牙利人胜利的这一消息，在佩斯交易所产生了影响，使马扎尔纸币
(8)

 上涨了百分之二十
 。”（43卷270页）

显然，分析新闻的传播及效果、分析对新闻的控制与利益的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客观上认识新闻的主要社会作用的基本方法。


 四、新闻时效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新闻”概念，除了生活圈子外，主要是以大范围的社会为背景的，特别是指世界交往这样一种大背景。商品经济向世界的拓展，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距离的加大，因而在资本的运动中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46卷下册16页）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刺激着各种交往媒介的急遽变革，它的直接副产品是新闻信息量的迅速膨胀。因而现代新闻一开始就表现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特点，时效成为新闻的本质特征之一。与封闭的中世纪相比，现代社会关系在不停地动荡，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恩格斯谈到这种情形时说：“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8卷248页）。自然，由事实的变动而产生的新闻的传递，必须跟上这种变动的速度才行。这时，新闻的传递比起昔日马拉邮车不知快多少倍，以致马克思经常用“报刊的闪电”（8卷126页）、“电讯立刻闪电般的传遍整个大不列颠”（15卷408页）来形容它。

在现代社会，时间观念比任何时代都强烈。马克思以现代观念谈到蒙昧时代的生产，那时对时间的浪费就简直是不可容忍的。他说：“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像泰罗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支箭。”（24卷490页）而在现代商品社会，情形完全不同了，恩格斯说：“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21卷292页）现代战争中的时间观念也比以往更加重要，以至恩格斯说：“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9卷534页）整个社会对时间的重视对本来就以时效为特征的新闻来说，更添加了几分紧迫感。

一切与时间有关的传播形式，同样要求时效，1859年，恩格斯计划写一本时事性小册子，马克思得知后对他说：“你应当
立即

 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
 。”（29卷383页）“因为这和报纸文章是一样的。不能耽误时间。”（29卷388页）1852年，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首时事性的诗，恩格斯特别嘱咐发表它的刊物编辑说：“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28卷532页）

新闻（包括一切时事性文体）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时过境迁，就会失去价值。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清楚。1852年，马克思致信一位美国编辑说：“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28卷493页）1891年，恩格斯为法国《工人党年鉴》临时写了一篇文章，他询问道：“我必须知道你们的《年鉴》何时出版。不然，这篇文章就可能过时，或者由于事态的发展，根本不需要了。……撰写有关时事问题的文章，如不立即刊用和发表，是不行的。”（38卷174页）与科学著作相比，恩格斯将新闻看作是一种“形式华丽但只是靠手边的辅助材料写成的应时作品”（37卷319页）。

为了使新闻传递的速度加快，新闻必须简短并适合一定的报纸的需要，否则也会丧失发表新闻的时机。1859年，马克思与中间人商谈为维也纳《新闻报》提供电讯新闻时，曾特别谈到这个问题。他问道：“除了英国的新闻之外，他是否还需要美洲的新闻，简而言之，非欧洲的新闻？他必须明确指明这一切，因为发电讯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余的东西。”（29卷568页）

作为新闻载体的报纸，自然也由于新闻所要求的时效性而时刻处于紧张状态。马克思谈到“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2版1卷219页）。新闻不断更新，因而报纸的使用价值也是短暂的。例如马克思读《曼彻斯特卫报》，是为了从中获取可供他写新闻通讯的原始材料，所以他说：“在文章寄出以后
 ，它们显然对我的通讯工作就毫无用处了。”（29卷2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一般地讲到新闻的时效特点，还根据环境、历史条件分析过新闻对时效要求的差异。1842年，马克思从他的家乡特利尔市致信在德累斯顿的《德国年鉴》主编卢格，他说：“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27卷430页）就城市规模而言，特利尔和德累斯顿都是10万人口的城市，但特利尔偏于一隅，而德累斯顿则处于莱茵地区的中心位置，大批文人和宗教人士聚集在那里，因而就会出现新闻中心和非新闻中心之差、获知事实变动的时针和分针之差。同年，恩格斯也将慕尼黑和柏林两个较大的城市神学新闻传播的时效进行过比较，他写道：“在慕尼黑，是容易保持隐而不露的秘密教义的，因为无人问津，而在柏林，则会把它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人在没有通过涤罪所以前，是不准进入天堂的。今天在这儿的大学里讲过的一切不寻常的东西，明天就会在德国的各家报纸上登出来。”（41卷216～217页）出现上面的情况，原因在于柏林是都会，被称为“精神之都”，对一切精神方面的新闻十分敏感，而慕尼黑则没有这种历史传统。

由于不同地区对新闻时效的要求差异，新闻性越强的刊物，越应当办在新闻中心地区，不然无法与办在中心地区的其他刊物在时效上展开竞争。1892年年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准备变成综合性时事周刊，而当时该刊的出版地点是非新闻中心斯图加特。基于对新闻时效的强烈意识，恩格斯指出：“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更通俗普及、文字上‘更引人入胜’的刊物，正像狄茨和奥古斯特所设想的那样，就应当把它迁往柏林
 。只有在那里，在当地，才能对包括付印那天晚上
 以前发生的一切事件发表政治评论；只有在那里，才能迅速地、‘不失时效地’撰写一系列文艺方面的文章”（38卷538～539页）。“周刊的政治栏应该在中心地区并在付印的当晚
 编排，否则总是不能及时。”（38卷534页）

就每个国家的新闻时效而言，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对其都有一定的影响。19世纪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宫廷民主”，专制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社会化生产程度也不够高，因而，德国的新闻时效总体上远不及英、法等国。由于这个原因，当有人对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要在德国做报纸工作表示担心时，恩格斯说：“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说来，他是非常迟钝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一点在德国并不是很重要的。”（37卷181页）1848年的革命一时使德国的政治制度迅速民主化，但这并不能立即改变专制时代的官僚传统，改变人们新闻时效的意识需要时间。例如议会新闻的发布，在普鲁士24小时后才可能见报。就此，恩格斯作过比较，批评了普鲁士的《国家通报》。他说：“英国议会开会经常开到早晨4点钟，可是4小时以后会议的速记记录就刊登在《泰晤士报》上，传遍伦敦的每个角落。法国议会往往要到下午1点钟才开会，到五六点钟才结束，可是到晚上7点钟，《总汇通报》就已把会议速记记录的版样送到巴黎各报的编辑部了。为什么可敬的《国家通报》不能以这种速度进行工作呢？”（5卷23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世界交往的高度认识新闻时效的，因而他们能够在新闻实践中冲破德国传统的惰性，表现出一种新闻工作的朝气。他们主持《新莱茵报》时期，该报设有“最新消息”栏，把晚上发排前获得的新闻抢登在报纸上，电头经常出现“晚10时”的字样。这家新报纸多次从新闻时效上击败了有45年历史的《科伦日报》。有一次，《新莱茵报》在当天就准确地获知了国王的一次讲话内容，并赶在印刷前刊出。第二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得意地说：“昨晚过于匆忙地
 向《新莱茵报》读者披露的御前演说，使《科伦日报》万分恐慌和苦恼；现在证明已披露的御前演说是与原话无异的
 。”（6卷375页）1859年7月，马克思掌握了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的编辑权，他和恩格斯立即使这家小报的新闻在某些方面战胜了伦敦的大报。恩格斯通过私人渠道搞到了法国和奥地利和约的秘密条款，他兴奋地对马克思说：“既然我们这样巧妙地搞到了条约的秘密条款，我认为好好利用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能够赋予《人民报》以非同小可的意义并使它在报界获得
 一定的地位。”（29卷439页）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恩格斯接连为《派尔—麦尔新闻》写了59篇战争短评，提供了许多独家新闻，他从此获得了“将军”的绰号。这些独家新闻，是在马克思帮助下“抢”出来的。例如第二篇短评中报道的普鲁士的作战计划
 ，恩格斯通过私人渠道搞到后，从曼彻斯特致信在伦敦的马克思，信的第一句话就是：“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
 把这篇文章送到《派尔—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
 见报。文章将大大提高《派尔—麦尔新闻》和我的声望；……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33卷15～1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追求新闻时效“分针”意识，也表现在他们对党的报纸的指导方面。1876年，当俄国方面的新闻还没有引起欧洲注意时，马克思就指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进报》注意那里的新闻，他说：“现在的《前进报》，也能够触及一下东方问题的要害，那会是及时的。”（34卷194页）果然，《前进报》这方面的新闻抢在了英国报纸前面。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缺乏新闻时效观念，他对马克思说：“威廉的报纸实在丢脸。我姑且不谈自由公理会牧师的废话，而关于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等等的一切消息往往要过了八天到十四天才能见报。”（32卷382页）“他的2月19日报上的最新新闻是：汉诺威——1月13日的；寥拉赫——1月23日的；慕尼黑——1月25日的；恩斯特塔尔——1月17日的！”（32卷438页）

新闻的时效特点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不同于其他文字工作人员。对此恩格斯进行过多次论述。1892年，他的朋友肖莱马去世，恩格斯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就写出一篇悼文发表在报上。就此他谈到记者的工作效率，写道：“我是在安葬前的那天下午，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写成的；假如我能等到返回伦敦以后再写，我可能会写得详细一些。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写作，就是说，写得快，手头有什么材料就写什么。”（38卷409页）对于报纸的编辑，恩格斯提出的要求同样具有时效特点，他指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35卷176页）。

恩格斯晚年，曾对“新闻事业”（die Journalistik，又译“报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表达了他对新闻时效特点的辩证认识。他写道：“新闻事业，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
(9)

 在这里，恩格斯批评了德国没有时效观念的传统习惯，认为新闻工作将会对这种习惯进行冲击；同时，他也指出了新闻学强调时效可能带来的问题。


 五、有机的报纸运动

既然报纸是新闻的载体，那么它是怎样报道新闻的呢？按照一般的说法，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在实际的新闻传播中，由于宣传上的和技术上的原因，纯粹真实的新闻似乎并不多见。如同马克思排除一切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资本的运动那样，他曾几次排除各种因素对报纸报道新闻的影响，论证报纸报道新闻的过程，他把这称为“有机的报纸运动”（lebendig Pressbewegung）。

1842年12月，《莱茵报》发表了两篇驻摩泽尔的记者彼·科布伦茨写的通讯，反映了该地区的柴荒和出版不自由问题。省总督冯·沙培尔看到文章后，下达两道训谕，指责记者的报道不真实。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以该记者的名义，于1843年1月连续著文回答了总督的责难。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就总督对通讯的要求而进行的反驳性论证。沙培尔要求每篇通讯都详尽无余，包含一切细节和全部原因，否则就是不真实。这显然是一种刁难性的要求，反映了普鲁士官僚们的一种偏执心理，他们宁愿相信下属的报告，而不愿听取舆论的意见。马克思告诉他：

“这样做需要许多时间和资料。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中的一小部分，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定的职能。譬如，一个人多描写些他和人民来往时人民的贫困状况所给他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譬如历史学家，就研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感情丰富的人就描写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就研究消灭贫困所必须采取的办法，而且，这个总的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从地方范围，从整个国家范围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
 就会完整地
 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
 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
(10)



马克思提到的历史学家、感情丰富的人、经济学家等等，均是指报纸内部人员擅长的方面，不是指报纸以外的人。从中可以看到，他把报纸报道新闻看作是一个有机运动的过程。报纸新闻的真实性，表现为从不同角度对所发生事实报道的总和。每篇报道单独看起来可能会是片面的，甚至有错误，但只要有机的报纸运动在进行着，差误会随着报道的延续和互相补充而得到自然克服。因此，报纸报道的真实，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从相互矛盾的报道中得出历史的真实。

这种工作特点在报纸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例如恩格斯谈到的英国《旗帜报》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写道：“昨天《旗帜报》散布的巴赞已从麦茨撤退并在蒙梅迪同麦克马洪会师的消息，该报今天早晨发表的一篇军事评论的作者已给以充分有力的驳斥。”（17卷72页）马克思还反驳过认为报纸的报道一开始就必须毫无差错的人，反称他们是“愚蠢的朋友”。他指出：“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
(11)

 而表示大惊小怪。”（9卷328页）

诚然，比较成熟的报纸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准确性会高些，但不论差误大小、有无，报纸只能在循环往复的有机运动中逐步使新闻完善，使事实完整地表达出来。这种报纸工作的特点是生活规定的。既然生活不能停顿，那么有机的报纸运动也不应当停顿。因而，马克思又把报纸看作一个个不停转动的磨车（参见27卷288页），并对这方面的特点作了如下描写：“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2版1卷179页）“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2版1卷352页）

报纸报道新闻与理论思维是不同的。理论思维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此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3卷92页）而人们对新发生的事实的反映过程，则是与事实变动、暴露过程同步进展的，是一种对现实的认识过程。其情形如恩格斯所说：“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20卷577页）。这里的“真理”（das Richtige），同时也是“真实”的意思。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时，用对比的方法谈到过人们认识现实的过程。谢林认为，只有现实达到他的哲学高度，才能保持绝顶光辉。恩格斯则认为：“这无非是想象的形象，只有把整个过程按完全相反的顺序排列，我们才能获得一幅在现实中发生的图画。”（41卷236页）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是循着对现实变动的反映而深化的。对新闻的认识，要求更高些，反映必须跟上事实的变动，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从事新闻工作。有一次，恩格斯即是用这一标准批评了《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格林伍德。他说：“当大量属实的消息传来之后，格林伍德才把文章刊登出来，这是十分愚蠢的。”（33卷25页）如果要求报纸按照理论思维的特点工作，它便完全失去了新闻载体的属性。

在对报纸运动的认识上，马克思多次批评过德国另一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鲍威尔。1843—1844年，鲍威尔任《文学总汇报》主编。他的刊物工作如马克思描述的：“记者们常常这样说：他们向批判的批判
(12)

 报道事实
 ，等待它来做精神的阐明
 ；他们向它提供前提
 ，让它来做结论
 。他们甚至抱着歉意
 表示，他们是重复它早已知道的消息。”（2卷185页）“或者也可以说，读者的阅历
 不外是执行和证实
 批判的预言
 。”（2卷185页）用这种哲学幻想去办刊物，当然要失败，《文学总汇报》很快就不复存在了。鲍威尔这种认识在观念上是对报纸运动特点的愚蠢挑战，他顽固地认为，事态的发展若否定了他的观点，那只是表面现象，他本质上是真实的。马克思嘲讽他说：“批判谴责日报，说它过多地专心于当时的利益。而批判则相反，只从整体的即总的形式来理解这一时刻。实际表明，如果时事实际上控制着日报，那么批判在理论方面会遇到同样的失败，个别日子的个别事件被他固定下来，并成为总的论点的体现，这种论点甚至会由于后来的每一次事件的转变而失掉它的表面的真实性。”（44卷371页）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批评的形式再次肯定了有机的报纸运动的特点，并表明他坚决反对在这方面的唯心主义认识。

在实际的新闻工作中，像马克思所说的纯粹有机的报纸运动并不多，原因在于报纸报道新闻会受到政治、经济和技术等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没有这些影响，还会受到当事人认识能力的影响。所以，有机的报纸运动通常表现为一种不时偏离轨道的运动，但这种偏离在一般情况下，就像挂钟的摆那样，是有限度的，摆幅的中心是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报纸的这种偏离运动的实例，有几十处之多。

例如《泰晤士报》对英国贸易的报道。它经常以自己的观点把贸易形势描绘成一片玫瑰色，但是当危机来临，并且已经显露出来时，它便不得不向事实低头了。马克思评论说：“伦敦《泰晤士报》曾大奏其以英国贸易的‘健康’为主题的庄严华丽的变奏曲。但是现在《泰晤士报》换上了另一种比较低沉忧郁的调子了。……这家报纸宣称：‘英国的商业阶级已经病入膏肓。’”（12卷361页）

热衷于传播耸人听闻消息的爱尔兰《每日快报》的情况也是这样。马克思写道：“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各种关于谋杀、武装抢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飨读者。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辑部这样摆布他们。”（12卷713～174页）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英国报刊关于新奥尔良陷落的报道了。1862年4月，美国北军围攻南部同盟的军事重镇新奥尔良。英国伦敦的大部分报刊都站在南部奴隶主一边，它们竭力证明，新奥尔良是攻不破的。当该城被攻破的确切消息传来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大多数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仍然坚持怀疑论。例如《旗帜晚报》的怀疑态度就是这样坚不可摧，以致使它在同一号报纸上先在一篇社论中白纸黑字地证明这个半月城牢不可破，而在‘最后消息’栏内又用大号字体报道了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市的陷落。”（15卷528页）

显然，这些报纸在纠正自己报道的偏差时是多么不情愿，但它们终究改变了腔调，作了正确的报道，甚至不怕出现矛盾，在同一号报纸上刊出相反的消息。是什么力量最后钳制了报纸的主观意愿，并使它们这样地敬畏？是事实本身。《圣经》里十二使徒之一多马，以不愿相信基督复活而出名，“不信的多马”后来成了审慎多疑者的代名词。然而马克思则说：“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终于使最不信的多马也相信了。”（15卷528页）事实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原因在于它同报纸的基本职能铸成了一体。报纸是新闻的载体，事实的变动是新闻的来源，不能真实地报道事实，只靠办报人发表符合自己心愿的空话，报纸会失去读者。而读者读报，是为了获知真实的新闻。马克思在批评法国《高卢人报》编造谎言时，曾用嘲讽的语调说明了读者的需要：“看来这家报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酷爱新闻的公众会始终恪守《Credo，quia absurdum est》［‘我相信它，因为它荒唐’］的原则。”（17卷318页）

由于事实对报纸的制约，在一般情况下，报纸出现重大报道失误时是很慌乱的。例如1853年5月，《泰晤士报》一向报道俄国对土耳其有善良愿望，当俄国对土耳其有野心的各种事实发生后，马克思描述了《泰晤士报》的窘样：“最近的一些消息在印刷所广场引起的慌乱，比任何地方都要大。《泰晤士报》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拼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完全失效了’的机器。《泰晤士报》大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种办法把自己做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报线”（9卷130页）。显然，变动的事实无形中钳制着报纸的运动。所以，马克思说：“最高的力量，即诉诸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力量”（13卷592页）。在这种力量的制约下，一般地说，报纸对事件发展的最终报道真实程度较高，而对具体发展过程的报道，会出现差误及对差误的一次或多次纠偏。当然，偏离事实和不惜工本地造谣是两回事。后者已经脱离了有机的报纸运动的范畴，属于新闻道德或政治的范畴了。

无论怎样把有机的报纸运动看作是报纸报道新闻的规律性特征，人们总可以举出许多实例说明，有的报纸可以不受这种规律的制约，经常造谣而从不更正，并且不需要理会读者的需要，放心地出版而不考虑经济上的亏空。这说明，有机的报纸运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即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环境。当报纸对事实的最初报道出现差误时，它能够自由地发表纠偏的连续报道；其他报纸也能够不受阻碍地从各个角度对它的报道进行补正和批评。例如在英国就较早地出现了这种情况。1854年，马克思谈到了《曼彻斯特卫报》对《泰晤士报》的这类补正。他说：“《泰晤士报》关于曼彻斯特周围工厂区的工业状况的报告总的说来是不符合实际的，除了北明翰以外到处都是营业不振。《曼彻斯特卫报》证实了这一点，还补充说，有那么多数量的罢工工人复工，一定会使价格下跌。”（10卷280～281页）这类情况在那里习以为常，已经不足为奇。

但是，专制制度下的新闻政策不会提供这种社会条件，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和19世纪的俄国便是这种情况。在法国，明明经济危机降临了，却出现了马克思所讲的情况：“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接到了秘密警告，不许表示悲观；金银兑换商受到宪兵的威胁”（12卷351页），并且波拿巴“在自己的《通报》上登载了一个以他自己的财政大臣的名义写给他本人的报告，报告中肯定说，一切都很好，只是公众对事情作了不正确的估计”（12卷65～66页）。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明明俄军突破包围的军事行动失败，可是却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况：“根据皇帝意志，普通的事件也被任意歪曲。他的野战军队向围攻者发动的失败的进攻变成了被围者的胜利的出击。原因很明显：任何出击的部队完成任务后必然要返回自己的工事；因此，退却就可以理解，并且是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正确地叙述事实的真相，那末，失败的耻辱就会无法掩盖了。”（10卷600～601页）

在专制制度下，报纸的不真实报道是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事实完全成为政治的奴婢。但是，马克思时代的工业革命和交往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已经使欧洲、北美及全世界正在连成一片，有机的报纸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法、俄报纸的歪曲新闻得不到纠正，但它们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的报纸对它们的揭露。前面提到的法、俄报纸的事件，就是由美国报纸作了真实的报道。欧洲大陆的报纸，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对英、美等国的报纸进行纠偏。例如1870年英国的报纸对迫害爱尔兰人的事件作了歪曲报道，就遭到法国报纸的揭露。当时，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为法国报纸写了系列（八篇）通讯，报道了英国当局对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迫害，结果迫使英国报纸比较公正地报道了此事。马克思说：“英国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
 ，而且整个大陆上的人们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32卷657页）“英国报刊很快会觉察到，它那一贯撒谎、隐瞒事实而又太平无事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32卷444页）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将有机的报纸运动看作是一种超出国界的现象。



————————————————————


(1)
 当时为3月中旬。——引者注


(2)
 指拿破仑三世。——引者注


(3)
 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巫。——引者注


(4)
 指曼彻斯特。——引者注


(5)
 根据英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74页。


(7)
 皇宫。——引者注


(8)
 匈牙利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引者注


(9)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318～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0)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11页。


(11)
 指发现《新莱茵报》最初对某事报道的差误。——引者注


(12)
 对鲍威尔的嘲讽称谓。——引者注



第十二章　交往媒介——报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提到的报纸和杂志多达1500种。除了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及一些有直接工作关系的报刊外，所提及、引证、评论某家报刊的频率，与这家报刊在社会交往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大体相当。因此，在他们著作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当时被称为“世界性大报”的《泰晤士报》，大约有1000次。英国当时较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刊、《每日新闻》、《晨报》、《曼彻斯特卫报》、《每日电讯》和德国当时居前两位的大报《总汇报》、《科伦日报》被提及的次数也都在200次上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报刊的考察，较其他精神交往的媒介或形式更为广泛和深入，论证的篇幅也最多，因而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他们考察报刊的视角和方法。


 一、报与刊，报刊的种类和职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报刊”（die Presse）的概念一般指报纸和杂志这两类出版物，有时还包括时事性小册子。在具体行文中，“报刊”有时还指某家报纸或杂志。报纸和杂志有共同的特点（定期出版），但在内容和时效上又有明显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区分是很严格的。他们曾就日报和评论杂志的各自特点写道：“一家报纸的最大趣味，即它的每天参加运动和就运动立即发表意见，它的完整充分的每天历史的反映，在人民和人民的日报之间的连续、热烈的相互作用——这些趣味是一家评论杂志必然要失掉的。评论杂志提供相比之下的优点，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握一些事件，必须详细谈论更重要的问题。”
(1)

 杂志之所以叫“杂志”，也由于它们发表的内容“杂”，即使专门性杂志，所谈论的方面也相当宽。恩格斯就此写道：“杂志每期的内容很杂，多半是把相互矛盾的著作中摘录的相互没有联系的片断凑在一起的。”（37卷457页）

在处理具体稿件时，他们都很注意稿件适合报纸还是杂志。1842年，马克思就一篇讨论国家制度的长文章指出：“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27卷433～434页）在时效上也是这样。1856年，马克思发现了沙皇彼得大帝的一些轶事，想就此写篇文章，他说：“如供报纸，这些东西追溯得太远了。所以我想投给《普特南》
(2)

 。”（29卷15页）1867年，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资本论》的书评时说：“我们在这里能够注意的仅仅是这部庞大卷帙的基本特征；在详细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许多我们在这里必须省略的东西。可是，有很多专门杂志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它们当然会详细地论述这部无论如何是十分出色的著作的。”（16卷25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认真地说明报纸和杂志的不同特点，目的是为了使文章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不考虑这两类出版物的各自特点，可能会失去许多不应失去的读者。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准备缩减理论部分，扩大文艺和时事部分。尽管它是每周出版的杂志形式，但这样一来就更接近于报纸了，因为周刊“必须就各种时事问题作出反应”（36卷115页）。这种改版造成一种两难局面，恩格斯说：“我觉得《新时代》改为周刊以来，为了迄今未能充分实现的新特点，部分地放弃了它昔日的
 特点。目前杂志预定以两种读者为对象，但对任何一种读者都不能充分满足。”（38卷534页）即使同一类刊物，由于侧重面不同，它们对内容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1859年，马克思准备为维也纳《新闻报》提供电讯稿，就特别问道：“希望得到什么消息？各家报纸对什么是重要消息持有不同看法。”（29卷56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对报刊进行观察和分析，但他们也从传递信息、新闻工作、企业经营等多种角度考察报刊。例如，马克思说英国的大银行家“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账户来亲自检查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贵重物品”（11卷373页），便是从传递信息角度谈论报纸的。恩格斯谈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报纸时说：“人们会认为美国的德文社会主义报刊是不错的，特别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些报刊无论是从理论观点，还是从美国当地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大价值。最好的是《费城日报》。《圣路易斯日报》充满了良好的愿望，但软弱无力。《纽约人民报》从经营方面说是办得好的，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商业企业。”（37卷126页）他同时从新闻人的角度、理论角度、地方角度和经营角度考察了同一类政治倾向的报纸。有一次，恩格斯对拉法格谈论英国的报刊时说：“如果您对这一行业非常严重的杂乱无章有所了解的话，您就会耐心得多了。”（36卷627页）在这里，他又是从行业角度考察报刊业的。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从事报刊活动，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全面论证报刊各方面的社会作用。马克思在他写的第一篇政论中，就将报刊划分为哲学报刊、宗教报刊、政治报刊和娱乐报刊四类。恩格斯曾写过一组题为《报刊》的小诗，谈及当时德国的四家报刊（《电讯》、《晨报》、《晚报》、《文学报》）。尽管这些报刊有一些不明显的政治倾向，但他均把它们作为消遣性报刊来评论，例如《晨报》：“你早上读过了我，晚上未必还能记得起，你面前是无字的白纸还是印上字的报纸。”（41卷445页）《晚报》：“如果你夜不能寐，请拿起这张报纸，保管你马上进入甜蜜的梦乡。”（41卷446页）在马克思早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857年，他仍坚持认为某一些报刊是非政治性的消遣报刊，而无意将所有报刊纳入政治范畴。他在介绍德国左派议员勃鲁姆时写道：“1831年到1837年间，他在《彗星》、《晚报》等这样一些供家庭阅读的莱比锡报纸上撰稿，……他在政治性报纸《萨克森祖国报》上撰稿，这使他成了萨克森最有声望的新闻记者和政府专门迫害的对象。”（14卷117页）在这里，马克思对报纸性质的区分是明确的、严格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角度把报刊分成了许多类别，其中谈论最多的是政治性报刊。他们谈到政治性报刊时，往往说明其性质，如“内阁机关报”、“半官方机关报”、“保守党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贵族报纸”、“民主社会主义报纸”、“红色报纸”等等。马克思对政治性报刊曾作过一种非政治性的划分，即“主要关心政治实践”（2版1卷397页）、“满足对政治事实
 直接感兴趣的人的要求”（2版1卷403页）的报刊；“主要关心政治学”（2版1卷397页）、“满足对政治思想
 感兴趣的人的要求”（2版1卷403页）的报刊。他解释说：“自然，事实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而这里涉及的正是报刊的最主要的
 特性，即互不相同的特征
 。”（2版1卷403页）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马克思还把报刊区分为“以一般人民为对象的”“廉价报刊”和以较高层次人士为对象的“高价报刊”两大类。（参见29卷409页，12卷184页）

专门性报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也有较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们为研究政治、经济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材料。1895年恩格斯在他最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22卷591页）。例如经济方面的刊物，马克思就谈到过“职业权威，即伦敦的《经济学家》
 、《金融市场评论》
 等等”，恩格斯也认为《经济学家》是“学术刊物”。（50卷36页、9卷29页）当然，这种对《经济学家》的定性认识并不妨碍他们同时又把它看作是英国某位政治当权者的代言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及和引证这类报刊，主要因为它们的专门性。这些刊物包括各种“货币市场的出版物”、商业通报、贸易通报、交易所通报、农业通报、各大公司的通报、统计年鉴等等。这类报刊的读者一般限于专业人员，一般来说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马克思就交易所报告的可靠性曾指出：“同记载气压状况的气象报告相比，这种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资本编制，而是为货币市场上现有的资本即借贷资本
 编制的记载利息率状况的证券交易报告，其准确性毫不逊色。”（26卷Ⅲ册513页）恩格斯认为统计方面的刊物也是这样，他曾称德国的外交和统计方面的刊物《哥达年鉴》是“最大权威”（15卷257页）。这类报刊中有的文笔相当好，马克思曾将英国商业通报与一般的报纸对比，写道：“那些定期出版的商业通报的文体高超，商业通报根据同样的材料，用比较巧妙地编造的华丽词句向全世界推销咖啡、茶叶、糖、香料以及热带地区的其他产物。”（11卷267页）他以此批评了英国一般报纸上的某些枯燥无味的文章。

还有一些更“专”的专门性报刊，如马克思多次引证的《美洲考古学会学报》、《孟加拉科学协会学报》，恩格斯多次引证的《自然界》周刊、经济地理学周刊《外国》等等。这类刊物一般不宜硬性纳入政治性内容。1893年，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著名化学家卡·肖莱马逝世。恩格斯请肖莱马的化学家同事施皮格尔博士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一家化学杂志上。由于这家刊物的专业性质，肖莱马只能作为化学家被悼念，为此恩格斯特意向肖莱马的亲属指出这一点，他写道：“我认为他来写卡尔作为化学家的生平事业，一定会写得非常好。遗憾的是，在专门的刊物上不能刊登任何别的东西。”（39卷68页）

各种行业报刊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例如，他们将英国铁路报纸的发展看作是铁路事业发展的征兆，1850年在分析英国铁路的大发展时就以铁路报纸为例写道：“铁路报纸从前有3家，现在有了20多家。一些大报馆常常在一周之内就能收入14000镑的铁路广告费。”（7卷493页）他们提到的行业报刊还有农业报刊、医学报刊、矿业杂志、时装杂志、工业报刊、军事报刊、警察报纸、书市行业报纸、戏剧报纸、音乐杂志，以及“什么事情都要管的妇女报纸”（18卷111页）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讽刺幽默类的报刊，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经常被他们在文章中借用。他们提到的有英国的《笨拙》，法国的《喧声》、《撒旦》，德国的《喧声》、《飞行传单》，西班牙的《闲谈》，瑞士的《全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幽默刊物《实话》，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白炽光》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周刊《穷鬼》等等。它们有各自强弱不同的政治倾向，但由于用幽默诙谐的文字、图画形式来表现，因而冲淡了政治的严肃性。除个别情况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只用轻松的口吻谈论这类报刊，作为一种特别的消遣传看。例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女儿劳拉说：“我将寄给你几份美国的幽默报刊，现在先得给这里的人看看。”（36卷706页）

对于文摘性的杂志，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类杂志是获得信息的一种捷径。马克思多次引证法文《亚细亚杂志》，它的全称是《亚细亚杂志，或东方民族历史、哲学、科学、文学、语言方面的论文、摘要、小品的汇编》，汇集了东方问题的各种资料。恩格斯曾特地把英国的《评论的评论》杂志推荐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考茨基，他说：“此评论发行一万份，甚至还要多，刊有各国杂志的摘要和所有杂志的目录（文章标题）——例如，德国杂志就不下二十三种，……评论对你们也可能大有益处，每月只需六便士，材料却很多。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翻阅英国所有其他
 杂志之苦。”（38卷189页）

一般地说，专门性、专业性的报刊政治色彩不大明显，不少是无所谓政治倾向或思想的，所以，当出现相反的情形时，反而引人注意。恩格斯拿起一份德国不来梅市的商业年报，发现带有情绪、思想之类的用语时，惊奇地说：“当一个可怜的作家看到交易所经纪人的文体中夹杂有不仅来自现代小说，而且还有来自哲学的表达方式时，他该说些什么啊！谁能料到，在商业报告中竟会出现情绪和思想呢！”（41卷121页）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莱茵报》主编卡·希尔施委托恩格斯寻找一位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过有关德国感化院材料的记者。恩格斯说：“他也许根本不在伦敦，也不在政治性
 报社工作，而很可能是在某一个专门的工业报社工作”（39卷458页）。几天后，他更详细地告之：“他叫詹姆斯·波利特，他决心有求必应。他已经把现有的全部材料给了我们。文章发表在5月11日和18日的《五金工人报》上”（39卷463页）。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专门性报刊和政治性报刊的区分是严格的。如果专门性报刊上的政治倾向涉及重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必要时也会及时指出，提醒读者注意。

由于论证问题的角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报刊按全国与地方、官方和人民、受检查的和自由的、与政府或政党有联系的和独立的等四种情形进行过区分。

就全国和地方报刊的区分而言，他们更注意全国性的报纸，特别是像《泰晤士报》这样影响全局的报纸。为了解地方的情况，他们每到一地都注意阅读当地报刊，但常常对地方报刊的水平较低和眼界狭隘提出批评。例如在谈到德国摩泽尔河地方报纸关于农民生活的讨论时，马克思说：“讨论局限于一些默默无闻的
 地方报纸的范围，而这些报纸的眼界当然没有越出它们的传播范围”（2版1卷382页）。这种狭窄的眼界可以用恩格斯关于不来梅地方小报的评论作一佐证：“靠丑闻、演员之间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为消息来源的地方小报倒可以夸耀其经久不衰。”（41卷104页）恩格斯谈到瑞士地方报刊的狭隘性时，甚至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写道：“难道真正有天才的记者能够在这种贫乏的环境中工作，能够满足于这种每周出三次的四开小报的圈子吗？”（6卷208页）“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6卷20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习惯于从宏观角度进行比较和把握事物，因而在区分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时能够发出这种眼界较高的议论。

若从党派角度看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那么全国性的综合报刊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而地方性报刊由于不处于政治中心而缺乏这种色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英国的地方报纸为“无党派的地方报纸
 ”（15卷460页）。

官方、半官方报刊和人民报刊的区分，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依环境条件而变化，人民报刊的所指有些不同。马克思于1842年提出人民报刊（die Volkspresse）这个概念，是指相对于普鲁士官方、半官方报刊而言的民营报刊。在专制制度下，这两类报刊的对立往往会使民营报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因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
 报刊即人民报刊
 ”（2版1卷352页）。后来，马克思在分析专制制度下的报刊时，依然把希望寄托于民营报刊。1858年，他把路易·波拿巴专制统治下的报刊划分为两类，即公费支持的报刊和公众支持的报刊，写道：“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12卷420页）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民营报刊（不论它们与政府或党派有多少联系）居主导地位。由于大部分民营报刊是由社会上层掌握的，这时，马克思使用的“人民报刊”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下层（主要指工人）创办的报刊，例如他在1855年称英国工人报纸《人民报》为“真正的人民报刊”（eigentlichen Volkspresse）
(3)

 。

受书报检查的报刊和自由报刊的区分，主要用于那些顽固地坚持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如普鲁士、俄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这里讲的自由报刊，包括在形式上被迫接受检查同时又不断反抗检查的报刊。1842年，马克思针对普鲁士贵族议员以是否忠于王室为标准将报刊划分为好坏两类的情况，提出了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报刊的区分。他认为，这两类报刊的特点截然相反，“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2版1卷171页）鉴于自由报刊的这一特征，马克思把自由报刊看作是一种真实的人民对自身认识的表现，他说：“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2版1卷179页）受检查的报刊缺乏的恰恰是这种积极的自我认识，“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恶行——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2版1卷183页）马克思后来在评价波拿巴专制下的巴黎报刊时，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它们是“被阉割了的”（15卷111页）。由于自由报刊可以促进人民的自我思考和自觉参与，因而马克思十分看重自由报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1853年，他在论证印度复兴的条件时，成熟的自由报刊是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写道：“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9卷247页）

马克思论述自由报刊的特点是在与受检查报刊的对比中讲的，实际上自由报刊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承认自由报刊也可能出现寡廉鲜耻的行为，但认为在两种报刊的斗争中，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不表明自由报刊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报刊与政府或党派有联系还是独立自主方面进行考察。马克思所使用的人民报刊、自由报刊、独立报刊的概念，基本上是指同一类报刊，只是谈论的角度不同时它们的含义会有不同的侧重面。这些概念所指的报刊在政治上通常是进步的、革命的，至少是不与工人运动对立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1848年革命欧洲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情形时说：“大陆上最后残留的一些独立报刊也都被查封了”（8卷241页）。这里的“独立报刊”便作如是解。他们并不反对政府或党派拥有自己的机关报，1843年，在批评一家与《莱茵报》对立的报纸时，马克思曾指出：“正如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2版1卷400页）。1873年，他们在批评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纸时也说：“同盟的各家报纸从一出版起就不仅宣传同盟的特殊纲领（谁也不会因这一点去责难它们），……”（18卷390页）。问题在于，不少报刊并非政府或党派的报纸，本有自己的观点而屈从于强权或金钱，这不仅违反新闻工作的一般道德，而且混淆视听，愚弄人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报刊应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乃是一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真正的国家大事进行原则性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50卷510页）。

他充分肯定独立报刊，是由于这类报刊提供的意见真实性较政府或党派机关报强，进而可以反映真实的舆论，帮助人们进行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厌恶由政府或党派操纵那些并非官方或党派报刊所造成的虚假舆论状态，无论它表现为意见一致还是有意安排的各报刊的争斗。例如谈到《比利时独立报》，马克思说：“它可以看做是布鲁塞尔的俄国退职外交家的私人moniteur［通报］”（10卷352页）。其中“通报”（Moniteur）一词使用的是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政府机关报《总汇通报》的“通报”一词，显然含有贬义。再如谈到英国《晨邮报》时，由于它被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收买，马克思说：“《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
 （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15卷455页）从用词上，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类报刊的轻蔑。

基于这种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并尊重独立报刊的意见。1870年7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普法战争，马克思为批评这场战争而强调独立报刊的意见，他指出：“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17卷4页）1878年，马克思评论德国国会的辩论。内务大臣欧伦堡在国会上说：“我相信我同全部德国报刊直到今天也还是一致的。”（45卷189页）马克思纠正说：“所谓全部德国报刊，就是所有那些拿政府津贴的爬虫报刊，唯独各派独立报纸
 除外”（45卷190页）。这里谈到的“独立报纸”包括工人报纸。对于能够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的报刊，恩格斯也很重视，他曾谈到德国的《波罗的海报》，指出：“这家报纸多年来不仅对于俄国的情况消息最灵通，而且它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发表这些消息。”（17卷309页）马克思生前最后一次比较集中地谈论报刊，主题便是独立报刊。当时正发生欧洲列强入侵埃及的事件，他指出：“相当多的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巴黎报刊
 ，也比伦敦报刊要独立自主得多。尽管有大多数职业政客的压力，尽管有在甘必大直接领导下共同行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报》、《时报》和《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密谋，另外，尽管金融巨头（路特希尔德等）……企图实行收买，巴黎报刊还是戳穿了想同英国或同四国同盟一起去进行干涉的一切阴谋……在伦敦哪里有‘独立自主的’报刊的一点点影子呢？”（35卷75～76页）

报刊作为社会精神交往的主要媒介之一，集中反映了交往过程中几乎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等方面的状况和矛盾，以及各种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再产生和再解决，循环往复，无始无终。如果全面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的全部论述，便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本身活动的性质使他们较多地从政治方面谈论报刊，但他们从没有忽略报刊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对报与刊职能的严格区分，还是从各个角度、方面考察报刊的活动特点，都表现了他们对报刊的全面把握。


 二、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随着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报刊作为一种行业，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报刊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能够使人们从整体上考虑它的独立的社会地位了。投身社会斗争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就面对着这个时代的课题。他注意到社会的“一般关系
 对当事人意志
 的巨大影响”，而一般关系实际上体现为他所讲的三方面：行政管理机关的态度、日常报刊和舆论的一般情况、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参见2版1卷384～385页）1844年，马克思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依然把报刊看作是社会的独立组成部分。在批评阿·卢格（笔名“普鲁士人”）时，马克思讲了如下一段话：“我们区分
 一下（这个‘普鲁士人’忽略了这样做）‘德国社会
 ’这个用语所包括的不同的范畴：政府、资产阶级、新闻出版界、最后还有工人们自己。这里讲的是不同的
 东西。这个‘普鲁士人’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捏在一起”（2版3卷378页）。这四部分实际上都有联系，但马克思强调它们的“不同”点，把它们看作不同的社会系统来看待。在这里，报刊与权力机关、阶级并重，这是当时的论著中所不多见的。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把关于报刊独立地位的认识，仅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泰晤士报》的文章，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认识比它早10年。关于《泰晤士报》对报刊地位的认识，马克思也注意到了，并引证了有关记者的论述。（参见8卷623页）《泰晤士报》提出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基于对报刊的理性思考，而是基于维护报刊职业的权益。当遇到对它这个报纸企业有利的时机，《泰晤士报》也不惜投靠一定的政治势力，所谓“独立”的地位，有时是形式上的；而马克思的认识要比《泰晤士报》深刻得多。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报刊都是具体的，各有特色，也有各种倾向或无所谓倾向。但是，由于报刊已经成为社会精神交往最广泛的媒介，就如马克思所说，“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2版1卷179页），因而每家有不同特色和观点的报刊只要公开出现在读者面前，它就具有社会性，新闻和其他报刊文章、资料的生产，也具有社会化生产的性质。1849年，马克思在批评《科伦日报》上一篇署名“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文章时，一开始就讲道：“为了向匿名的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赎罪，我们忍受极大痛苦读完了他在《科伦日报》上发表的全部广告，并把他的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提交普鲁士公众审议。”（6卷215页）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报刊理论问题，即个人的“精神上的私有财产”（指个人写的文章）一旦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它就不仅仅属于个人了，而成为“公共财产”（Gesamteigentum），人们就有权进行评头品足。

特别是不署名的报刊文章，更带有将个人意见转变为理智力量的可能性，而使报刊对社会产生影响。马克思对此的论证与上面的思路是一样的。他说：“我确信不署名
 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
 表达一种思想
 的喉舌。正如身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
 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
 ，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
 ，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2版1卷359页）
(4)



基于这种认识，以及报刊在社会精神交往中实际上已经承担的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在谈到法国时指出：“当报刊出版物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不可数的无名的舆论机关；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力量。……报纸是作为舆论纸币流通的。”
(5)

 这里讲的“第三种力量”，是就法国国内的力量而言。在当时的法国，存在着行政权力（总统路易·波拿巴）和立法国民议会的权力这两种力量。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他们自己通过新的苛刻的出版法，消灭了可以与行政权力抗衡的第三种力量——报刊（包括革命报刊，但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追溯新出版法通过前法国报刊的社会地位时讲了这番话。这番话的要点不在于报刊在具体的社会中是第几种力量，而在于报刊可以成为与权力组织同等重要的力量，在社会关系系统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整个法国各种力量斗争的宏观角度谈论报刊总体的社会地位的，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同时指出具体报刊的阶级或党派的属性。“不署名”能够更典型地说明个人精神财产如何通过报刊这个媒介而变成社会精神财产，但它本身并不是个原则问题。即使署名，这种精神财产的社会化转变性质也是一样，前面列举的马克思谈到的“孟德斯鸠第五十六”，已说明这一点。

把报纸比喻为舆论纸币，在第九章中我们已经从流通角度探讨过。这个重要比喻同时还表明了报刊的社会性质。在谈到货币时，马克思指出：“它们是财富的社会
 性质（gesellschaftlichen Charakters）
(6)

 的独立体现和表现。”（25卷649页）恩格斯解释说：“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媒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25卷649页）对于报刊，也有同样的情形，具体的报刊一般是作为个人、团体、党派所有的，它表现出其社会性质，只是由于人们把报刊作为精神交往的广泛而公开的媒介，因而报刊文章也就从个人的精神财富变成了“公共财产”，报刊本身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体现者。

马克思对他的报刊社会地位观点的运用，最典型地表现在1853年分析印度殖民统治以后的未来发展上。他讲了三个印度复兴的条件，其中两个条件与现代社会交往媒介有关。这三个条件是：用电报网巩固起来的政治统一；现代化的印度人的军队；自由报刊。他认为：“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9卷247页）鉴于当时欧洲专制主义的报刊和民族冲突妨碍社会交往发展的情况，马克思强调了印度新社会的报刊的民族融合性质和出版自由的背景。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多次表达过的关于报刊社会地位的思想，在这里又清晰地再现；用电报网巩固政治统一，则表现出马克思对现代信息交往作用的预见。

报刊重要的社会作用是在世界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它的最显著的作用是社会沟通。一般来说，报刊实现社会沟通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式传播，恩格斯曾在对比古代传播时谈到报刊的这种作用，他说：“现在，报刊使每一个新剧本都传到全德国，而在古代，写出来的悲剧剧本，只有不多的人能读到。因此，戏剧再也不可能成为重大集会的中心了。”（41卷306页）另一种是浸润式传播，这主要是就某种思想体系的传播而言，像黑格尔哲学观点的传播便是这样。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21卷311页）很难说某篇报刊文章传播了黑格尔的什么观点，但一个时期国内报刊文章的总体却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无论报刊传播的事实或观点是公共性质的、服务性质的，还是某个阶级、党派的，它带来的积极效果是社会沟通。例如天气预报，便是一种最简单的公共性质的传播。恩格斯对马克思说：“从报上看，现在你们那里的天气比这里坏。”（32卷353～354页）“这一次天气不好，不是你而是《纽约先驱报》预报的低气压区造成的。”（35卷85页）这种与人人有关的简单的沟通将两大洲连接了起来。服务性质的传播在生活中也是经常遇到的，有一次马克思的研究需要一份1795年出版的外交文件，恩格斯建议他“在《书报业行市报》登个广告试试，设法弄到一份”（30卷341页）。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为了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神圣家族》，也是用这个方法。恩格斯说：“他在莱比锡的《书报业行市报》和其他刊物上登了广告，表示愿意以‘任何代价’购买此书。”（39卷183～184页）在这里，一个人的需要通过报刊而转变为一种社会沟通。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社会沟通作用的意识是很强烈的。1860年，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他给德国、美国和英国的40多家报刊寄去了样书或广告。在他开列的报刊名单里，排在英国第一位的是《泰晤士报》，排在德国第一位的是德国最大的报纸《总汇报》。1872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一分册出版，他和恩格斯共同商量，把样书寄给了31家各国报刊。他们开列的报刊名单里，列第一位的是《泰晤士报》。1888年，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英文版出版，恩格斯说：“我认为，伦敦所有的
 以及某些外地的主要日报和周刊的编辑部都应当送，月刊的编辑部也应当送。”（37卷90页）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出版后，也是大量地寄给各报刊，特别是大报刊。这些报刊绝大部分是有产阶级的，并且其中不少政治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死敌。他们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而是意识到报刊的社会沟通作用。这些报刊若刊登出书评或书的广告，不论如何评价，便实现了书和书的作者与社会的最基本的沟通。所以，当书寄出后他们很注意这些报刊。有一次恩格斯寄出很多本他的著作《美国工人运动》后，便告诉友人：“我已请我的朋友们翻一翻这些报纸和杂志，在登出什么文章时，请他们通知我”（37卷24页）。当马克思得知他的书的广告发表在德国官方的《新普鲁士报》上时，他以高兴的口吻告诉恩格斯：“关于我的书的广告（书商的）在《新普鲁士报
 》上也登出来了。”（30卷146页）当然马克思不会忘记，当年他曾称该报为“该受绞刑者的小报”（6卷618页）。

这种现象说明，一旦某些刊物发表了书评，就会形成期刊间的一种沟通，公开的书评带有的社会性质会使其他期刊必须讲话，不然就会在职业上“丢面子”。就这种情形，恩格斯在1887年《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出现第一篇书评时写道：“很幸运，第一版刚刚卖完，报刊就开始评论这本书了，《雅典神殿》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对我们很有价值。新闻界的先生们显然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评论这本书，因此迟迟不作评论。可是现在《雅典神殿》已经给他们定了调子，其他刊物一定会跟着去做。”（36卷613页）报刊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顽强地为自己的社会沟通作用开辟着道路，而不论当事的报刊的意愿如何。

报刊的广泛社会沟通作用带来一种可能性，即人民有可能通过报刊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而在报刊成为自成一行的交往媒介以前，人们“只是凭道听途说
 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马克思在谈到德国现代报刊的任务时，明确指出了报刊协助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作用，他说：报刊“使德国和普鲁士成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注意的中心，要把国家由神秘的、僧侣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人人了解个个有关的尘世的东西，要使国家变得与公民血肉相联”（2版1卷403页）。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反对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法哲学”观点，而认为参与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他说：“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有意识的一部分，就要有意识地掌握它的一部分，有意识地参与它。没有这种意识，国家的成员就无异于动物
 。”（2版3卷146页）

这种参与或参加指的是了解、讨论。在与封闭的中世纪对比中，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报刊的社会参与作用；但在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又很快发现，社会参与虽然扩大了，但人民通过报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仍然是有限的，这种参与基本上被少数“有教养的阶级”掌握着。例如在英国，这是一些“读着《泰晤士报》，想象他们是在创造历史的英国人”（12卷59页）。1861年，马克思曾就《泰晤士报》编辑罗·娄写的一篇文章《〈泰晤士报〉在政府中的作用》，发表了以下意见：“‘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是一位出名的英国作者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15卷335页）随后，他对《泰晤士报》在对外政策方面与当权者的合作进行了揭露。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们通过报刊参与国家事务，作为一种意识已经产生并得到传播，否则就不会出现读着报纸、想象着创造历史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他也对报刊的这种社会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真正实现感到愤怒。

现代报刊的社会地位是报刊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便不同于权力组织和臣民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它需要依靠人民的承认、信任，才能保持自身在社会交往中的这种地位。这样就涉及由报刊的社会性质而产生的报刊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意义上谈到过报刊与人民的关系。1840年，恩格斯在一首诗中写道：“拿报来！我从人民生活的源泉中，汲取新的勇气。”（41卷127页）这反映了德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即报纸反映人民生活。马克思1858年谈到德国的报刊编辑们时也指出：他们反映“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12卷658页）。甚至一些当权者也有这样的认识。1849年恩格斯在报道奥地利内阁对塞尔维亚自治问题的看法时写道：“内阁在信中承认了塞尔维亚临时国民政府，同时希望，塞尔维亚各报能说明，按人民的意愿在伏伊伏丁那应建立怎样的政府。”（43卷272页）然而，各种报刊总是与一定的利益相关联，就如报刊的社会性质在各种利益对报刊的制约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报刊与人民的联系也是在各种利益的牵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马克思更注意在具体的环境条件下报刊代表人民的程度。

在专制主义的官方报刊与自由报刊对立的社会环境中，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民的声音。他把报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性质称为“历史个性”，指出：“自由报刊的人民
 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2版1卷153页）在这段论战性的话中，他明确谈到报刊的历史个性所决定的人民性，即自由报刊这种走向社会化的交往媒介，与人民有更为自然的密切联系。1842—1843年，他在这方面讲了许多话，指出：“报刊是历史人民精神的毫无顾忌的表达方式和公开的形态”；“报刊不外是，而且应该是公开的
 ，‘人民的（真正作为人民思考的）日常思想和感受’，诚然‘时常激昂、表达夸张和错误’。……它处于人民中，真诚地感受到人民的希望和恐惧、爱与恨、欢愉与痛苦”；
(7)

 “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2版1卷381页）马克思的这些强调自由报刊与人民关系的话，不仅是真诚的，而且是现实的。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后，普鲁士各地的群众纷纷签名请愿，要求取消查封，确实反映出报纸与人民的亲密关系。

在商业法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报刊与人民的关系往往要通过报刊的商业利益曲折地反映出来。1853年，马克思曾引证了英国激进派议员布莱特将《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伦敦报纸进行比较时讲的一段话：《纽约每日论坛报》“每天早上，它准时地出现在每一个愿意花费1便士买它的纽约工人的饭桌上。（座上喊声：“注意，注意！”）发言人要向政府提出下列的问题：为什么，为了什么有益的目的和为了什么财政的理由要使伦敦的工人付5便士才能买一份晨报，而他在纽约的直接竞赛者只要1便士就能买一份报呢？我们正在全世界的面前同美国公开进行竞赛；但是，如果我国工人被迫根本不看报，要看就得花5便士买一份，再不就是上小酒馆里去看，而美国的每一个工人只花1便士就能买一份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谈得上两国工人在平等原则上的竞赛吗？”（9卷199页）这段话实际上涉及有产阶级各方面的利益问题，但以关心工人的形式讲了出来。它很典型地说明了商业性报刊与人民关系的亲疏与一定利益的联系。

报刊不论政治上代表哪个阶级或集团、党派，由于它们处于同一社会环境中，就会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一般意识。所谓报刊代表“人民”，从总体上讲，主要是指反映这样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1854年曾就英国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指出：“英国的小店主——这些人类杰出的标本……英国报刊一向表明自己不愧为这个阶级的代表
(8)

 ”（10卷552页）。谈到德国时，恩格斯说：“贫穷的德国的每一个阶级从一开始就带有小市民的庸碌的标记，……甚至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浑身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气息。”（4卷58页）对于“人民”，马克思在政治上理解为无产阶级，他说：“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4卷210页）在经济上也理解为无产阶级，在《资本论》第二卷手稿中他写道：“民众，即工人阶级，……”（50卷68页）但在论述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时，他和恩格斯从不生硬地将自己的这种理解搬过来，而是根据报刊的社会性质来具体分析它们所代表的“人民”。这时，他们讲的“人民”较为广泛，有时还特别指出包括资产阶级、商人等等。1861年，马克思谈到接近工人运动的德国哈茨费尔特夫人时说：“她没有接触真正的人民，自然也就不了解啤酒店里的论调，那里的论调还是要更好一些。”（30卷178页）这里的“人民”显然带有小市民性质，尽管马克思对小市民的庸俗十分厌恶。

只有很少的报刊，由于主持者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认识才可能摆脱这种意义上的“人民”的纠缠。例如《新莱茵报》就做到了这一点，它对小市民的狭隘和庸碌进行过无情的批评。该报编辑维尔特在致信马克思时曾自豪地回忆说：“谁也不曾像《新莱茵报》那样毫不客气地对待德国人民。”（21卷8页）但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却说《新莱茵报》“是警觉地捍卫着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所不在的喉舌”
(9)

 。这家报纸公开宣布：本报将“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
 ”（5卷599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不仅要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而且也有责任批评人民的愚蠢举动。1889年，在狂热的反德复仇情绪的支配下，主张实行军事专政的将军布朗热竟以绝对多数补选为巴黎的议员。这时，法国工人党正在复刊《平等报》，恩格斯说：“我希望新的报纸能够出版。……如果我们不去阻挡
 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呢？这座光明之城的居民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他们这二百万人‘大部分是傻瓜’（像卡莱尔所说），但这不是我们也应当成为傻瓜的理由。”（37卷140页）这样的报刊，由于它们的大公无私，才可能在群众情绪激昂的情况下，真正表现出报刊与人民密切的关系。

在社会矛盾斗争较为缓和或不涉及报刊根本利益时，报刊的社会性质会潜在发生作用，使其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人民的活动、意愿或情绪。这方面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讲到。1851年5月，世界上第一次工商业博览会在伦敦举行，当时恩格斯没有在伦敦，但从《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伦敦各种人的活动。他对马克思诙谐地说：“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27卷258页）不论《泰晤士报》有何种立场观点，它作为最大的综合性日报，对各种人物的活动都作了报道，才使恩格斯有可能在异地对伦敦的“壮观场面”有所了解。1853年，马克思为了阐述大陆公众的思想情绪而引证《经济学家》周刊说：“俄国的威胁性立场再加上由于预计到歉收而引起的不安在大陆公众的思想中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学家》周刊的下面一段话中反映得最为明显：……”（9卷268页）1871年，恩格斯为说明法国公众反对迫害巴黎公社社员的普遍看法而引证了《泰晤士报》，他写道：“《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社员的评论，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绪。”（17卷422页）

马克思还经常根据各国报刊的报道，来了解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人民总的倾向。1859年，他确认意大利人民要求统一的呼声变得十分高涨，其根据便是各国报纸的报道。他说：“如果相信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的报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舆论便是本国实际情况的fac simile［真实反映］，而革命熔岩的奔腾也就不会比老维苏威火山的又一次爆发更加令人吃惊。记者们从教皇国详细地报道了教权主义政府日益严重的滥用职权的情况，并且还谈到，罗马居民深深相信：改革或改良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的办法是彻底推翻这个政府”（13卷178页）。

但在有的情况下，由于报刊或报刊所代表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这些报刊是会冒与人民对抗的风险的。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伦敦的大部分报刊就曾因某个事件而呼吁与林肯政府作战，而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是反战的。马克思就此写道：“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15卷454页）他并没有否认一般人关于报刊是人民情绪温度计的这种看法，而只是讲“目前”这一看法不灵验。在报道这种现象时，马克思也谈到另一些伦敦有产阶级报刊仍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反战要求，他接着说：“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15卷457页）在伦敦的杂志中，“《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15卷457页）而就整个英国说来，“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15卷457页）。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在一般情况下是把报刊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但他更注意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从报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判断报刊反映人民思想和情绪的程度。

报刊，特别是报纸，它的一个重要工作特点是时效性，因而报刊又是一种现实的或反映时代精神的交往媒介。马克思说，人们读报是为了在“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2版1卷141页）。在这个意义上，报刊又是时代征兆的表象。马克思经常根据报刊总的报道和报业本身的发展来观察社会运动。1858年，他曾用法国报刊的报道和活动说明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44卷429页）。同年在说明俄国社会思想的变动时，也是用报刊来表现的，他写道：“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们，以致大部分贵族都被卷入资产阶级开办联合股份公司的狂热中，而在西部各省，小部分贵族还尽力表明自己在领导和保护时髦的文字宣传。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1858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180种，可是还有109种新报纸宣布将于1859年出版。”（12卷723页）1859年，马克思报道意大利的社会思想变动时，同样用报刊作为时代的征兆，他写道：“威尼斯和伦巴第的报道则更加明确，这些报道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这两个省出现的那些征候。”（13卷178～179页）在观察社会运动时，马克思通常是从宏观角度全面分析众多的报刊，而得出结论。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马克思就是这样判断美国社会征兆的。1862年，美国南部同盟的军队主动进攻北军在科林斯的阵地，但被击溃。为了了解这时的局势，他不仅阅读了北部的报纸，也阅读了大量的南部报纸。他对恩格斯说：“我觉得你考察美国纷争时，太偏重于一个方面。我在‘美国咖啡馆’里浏览过一批南部报纸，确信同盟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英国报纸对‘科林斯’会战一声不吭。南部报纸则把这次会战描述成自战争爆发以来它们所碰到的最倒霉的事情。”（30卷298页）从对报刊整体分析中，报刊反映时代征兆的社会作用表现了出来。这种作用的存在，需要经过头脑的思考来体验，不然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堆现实的具体事实和观点。

马克思高度重视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他并不认为掌握了报刊就掌握了一切，无论报刊的影响多么广泛，它毕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版3卷207页）。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位委员莱昂·路易斯提出一项计划，把报纸看作一种巨大无比的“杠杆”，认为：“只要创办一种《平民报》，他就能使英国在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至少在六个月内革命化。”（31卷127页）马克思则向他提出非常实际的办报条件，并嘲笑了他的“杠杆”，指出：“他虽然很有钱并且非常自负，但什么也不值。”（31卷127页）这种对报纸作用的意识，实际上是对昔日专制主义控制报刊手段的一种反向运作意识，当事人反对专制主义的交往政策，同时却潜在地想象着一旦报刊在手也可以为所欲为。马克思把这种意识称为“肤浅之见”，他曾以批评的口吻说：“这种肤浅之见竟自吹自擂地说，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句陈词滥调就可以使天才的多年研究，自甘孤独历尽磨难取得的果实以及那种看不见但是使人慢慢耗尽心力的、冥思苦想的拼搏的成果，像肥皂泡一样化为乌有。”（2版1卷221页）


 三、报刊与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报刊活动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报刊与政治关系的各种类型和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这里讲的“政治”，含义较广，包括报刊与阶级、各种政党派别、当权政府的关系，以及牵涉这些关系的经济、文化、传统的因素等等。

由于报刊与现实的运动有着天然的职业上的联系，因而它相当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政治发生着联系。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中就指出：“党派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2版1卷125页）。他和恩格斯反对人为地要求报刊“放弃政治”，恩格斯写道：“问题只在于怎样
 干预（mischen）
(10)

 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17卷445页）这里谈到了三个问题：首先，报刊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报刊与政治并不是一回事，有密切关系，又有一定距离，因而存在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程度的问题；最后，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不存在报刊必须与政治关联或报刊放弃政治等等先验的“规定”。这里是从整体谈论报刊与政治，实际上有一些不重要的报刊与政治无关。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支部机关报《解放报》主编梅萨辩护时说：“梅萨为了挣钱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刊翻译了一篇文章，他们就说他投靠了资产阶级。”（18卷412页）显然，若硬要将梅萨参与工作的杂志拉入政治范畴是无聊的。

事实上，报刊与政治的关系对报刊工作的当事人来说，是一种交往艺术。马克思在主持《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时，以及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时，曾成功地表现了这种艺术。从政治角度，马克思把报刊看作“政治阵地”（27卷147页），而从交往艺术角度，他和恩格斯则把从事报刊工作看作是一种趣味或“乐趣”（22卷89页）。

与政治相关的首先是“阶级”这个概念。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报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在他们那里表现为一种宏观的掌握。在对一个国家某一类报刊的政治属性进行概括时，他们使用“阶级”的概念，例如马克思对德国读者谈英国报刊时，便有“英国资产阶级和它的报刊”（2版3卷380页）这样的表述；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时，需要强化阶级意识，他们也常使用“阶级”的概念，例如恩格斯在工人杂志上有“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8卷244页）、马克思在工人报纸上有“资产阶级报纸《旁观者》”（18卷117页）这样的定性用语。根据他们在更多的其他地方的论述，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等一系列非工人报刊的阶级属性是复杂多变的。因而，在考察具体的报刊时，他们几乎不使用“资产阶级报刊”这样的概括性用语，而是分析它与具体的阶级或党派的联系。例如马克思称《先驱晨报》是“英国贵族的老机关报”（9卷275页），“《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14卷604页）等等。他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掌握报刊总体的活动规律，但从不将“阶级分析”简单、庸俗地到处套用。

“资产阶级报刊”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各国的具体情况下是不同的。1854年，马克思引证了一篇从英国贵族的立场写的文章，文章说：“在我们这里政权掌握在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手中。在美国是群众在统治；那里平民篡夺了代表民族说话的权利；平民在左右言论和行动，平民选举政府，并且这个政府必须为他们效劳；他们支持报刊，而报刊也要迎合他们”（10卷530页）。这里的“上层阶级”，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平民”实际上主要是指美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这段话说明了当时的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报刊时予以了充分的注意。

英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称它为“中产阶级”，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一般将这个词译为“资产阶级”）统治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其特点就如恩格斯所说：“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22卷356～357页）。由于这种历史原因，19世纪英国的主要报刊，几乎都与正在资产阶级化过程中的贵族阶级有密切联系，直接由中产阶级掌握的为数很少。因此，马克思就英国报刊与阶级的关系作了如下的论证：“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报界则为它用脑
 ；并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贵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15卷336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这个概念时，在宏观意义上指出了英国主要报刊的阶级实质，但他们从来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着力于分析报刊具体的政治和阶级背景。英国的阶级、党派、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和控制经常发生变化，因而那里的报刊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复杂的局面。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关于某家报刊政治属性的评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各不相同。

美国的情形是另一种样子。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22卷356页）在这样的国家，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欧洲历史上集权制的影响，经济上实用主义比理论思维更通行。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美国政权干涉社会的程度时说：“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7卷339页）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报刊操纵政府的情形更多些。例如马克思在1862年评论《纽约先驱报》的“操纵意识”时说：“《先驱报》的业主和主编、臭名远扬的贝奈特
 ，以前曾经通过他的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alias［或者叫做］通讯员，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一种迂回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15卷508页）美国报刊“玩”政治比英国报刊要强得多。像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对立的关系，但报业的经济利益似乎比阶级斗争更有魅力。出于新闻职业的需要，阶级斗争本身亦成为报刊的财源。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受到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全面诽谤，然而美国的报刊却借此发了一笔财，还捞到了同情国际的好名声。恩格斯讲到这一情形：“使欧洲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害怕得要命的东西，在美国却恰恰相反，被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国际在欧洲显得愈可怕，美国报纸的记者们把国际描写得愈加骇人听闻（谁也不可能像这些先生们那样描绘得如此有声有色），在美国人们就愈相信，现在可以利用国际捞一笔资本——货币资本和政治资本。”（18卷106页）报刊、阶级、政治的相互关系，在美国是以一种在欧洲传统看来无法理解的模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这正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产阶级报刊运作的特点。

19世纪的德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前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占主导地位，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全面掌握政权，甚至谈不上分享政权。德国是“宗法式的警察国家、这个保护和收养幼儿的巨大机构”（30卷593页）；而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小农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构成了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唯一基础”（14卷552页）。在这种格局中，报刊与政治的关系总体上变得十分简单，它们从事的政治一般不得超出当权者允许的范围，明显表明阶级意识的行动只作为例外的现象存在。马克思谈到德国的报纸时说：“所有的反对派报纸，不管自称是立宪派的，还是自称民主派的，都公开变成了政府报纸。”（15卷46页）“以柏林报纸为首的普鲁士报界呈现出一片既可恶又可怜的景象；……所作所为完全像一个生活在幻梦的疯子，使整个欧洲都十分惊奇。”（15卷47页）法国报刊的情况与此相似，马克思就一家报纸写道：“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事实，是由《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发表的，这家报纸也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报刊一样，只能发表波拿巴政府许可发表的东西。”（12卷82页）尽管如此，欧洲毕竟整体上已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报刊与政治的关系上，报刊作为企业经营的规律仍顽强而曲折地表现出来。

“党”是与政治相关的重要概念，在更多的具体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判断报刊的党派属性分析报刊的活动，这样更容易认识具体的报刊。阶级的划分一般地说是比较容易从宏观上掌握的，而党派的判断（除了公开申明的政党、政府的机关报）由于大多数报刊作为经营的企业，同时社会政治斗争复杂而不易准确掌握。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党”，除后期有时特指有组织的德、法工人政党外，一般都是指有一定政治主张的相对稳定的人群，这些人不一定有正式的组织系统；宣传一定主张的报刊，他们称为机关报，这样的报刊不一定与“党”有正式的组织上的关系。例如恩格斯1844年谈到德国“哲学的党”及“党刊《德法年鉴》”、“党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党的领袖”等等（1卷588～591页）。其实，并没有一个组织上完备的这样的党，这两个刊物没有人规定为党刊，党的领袖更无人册封。恩格斯讲的是实际上存在的有一定观点的相对稳定的一群人，以及表达他们观点的刊物、自然形成的这群人中的代表人物。再如1852年马克思在为美国周刊《革命》聘请撰稿人后对该刊主编说：“他们是在做真正的
 党的工作”（28卷493页）。其实，那时的“党”指的是一群忠于共产主义的人，《革命》被看作党的刊物也仅靠大家公认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讲的英国辉格党、托利党、自由党、激进党、保守党和各种派别以及这些党派的报刊，也是这种意义上的。这些“党”，除了领袖人物相对稳定外，并无正式的组织系统，“党”的报刊除个别的外，都是他们根据报刊内容作出的判断。他们使用党、党的报刊的概念，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分析营垒。

由于政治斗争中的党派利益错综复杂，因而这种分析需要广博的政治历史知识和对现实政治格局的熟悉，否则会在党派报刊属性的判断上发生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发生这方面的错误，还多次纠正过别人的判断错误，例如1854年马克思就此批评过一位英国议员，指出：“累亚德先生的第二个疏忽是，他硬说《泰晤士报》是阿伯丁派的公开机关报……”（10卷194页）他们判断报刊与党派的关系通常采用正反两种方法，即根据报刊的内容判断党派属性；以报刊的观点为代表，判断某一党派的存在。1880年，恩格斯寄给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份英国《每日纪事报》，写道：“这份报纸叙述了不久前一些忠于职守的将军们想向贝克顿（泰晤士河畔，东头的东部）派遣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去恐吓煤气工人的真实情况。根据这一点你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家什么样的报纸。”（37卷478页）这便是一种判断报刊与党派关系的基本方法。1859年，马克思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科伦日报》，认为存在“一个以《科伦日报》为代表的，由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商人组成的极有影响的党派”（13卷362页）。这便是另一种判断报刊与党派关系的基本方法。

通常人们认为，党是阶级的一翼，派是党的一支，机关报自然是政治性的等等。这些认识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但马克思分析问题时，并不受这类认识的局限，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877年，他就法国“战斗派”写道：“‘战斗派’只代表旧政党的职业政客中的余孽，而不代表任何阶级。”（34卷45页）这里的“派”仅是旧日“党”的影子，而“党”所属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类机关报，其政治性很弱。185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都谈到一家周报《保护贸易》，它是伦敦“小商人保护协会”的机关报。马克思以不值一提的口吻谈到它：“这里有一个保护小商人协会。这个协会为了自我保护出版一种毫无价值的周报。”（29卷39页）显然，将这类机关报纳入政治范畴是没有必要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文版中，约有40处用“喉舌”一词说明报刊的党派属性。经查对原著文字，其中一半多是Organ一词，即机关报。我国通常把它译为“喉舌”，但根据喉舌一词的传统含义，它的西方语言的对应词应是mouthpiece（英）、Prachrohr，Mundstuck（德）等等。还有一些是其他词，如代表（representative，Vertreter）、发言人（spokesman，Wortfuhrer）、角色（role）、表达（Ausdruck）等等。他们用词是很讲究的，例如他们在1852年写的一篇声明中写道：“伦敦却有两家公开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竟出言不逊……英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匿名作者，将作出公正的评价。”（8卷429～430页）前面对报纸他们使用的是organ 一词，而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诽谤的人，则称他为mouthpiece。当马克思对那些作为企业经营的报刊充当当权者的传声筒表示愤怒时，他几次使用过法文Moniteur来称呼它们。这是路易·波拿巴的政府机关报《总汇通报》的“通报”一词，贬义十分明显。通过用词来谈论报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角度考察报刊的一个细微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几处正面谈到报刊是喉舌的地方不够准确。如第1卷50页：“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根据原著德文，可译为“报刊是历史人民精神的毫无顾忌的表达方式和公开形态”。喉舌的对应词“Sprache”没有喉舌之意。第6卷275页：报刊“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根据原著德文，可译为报刊“是警觉地捍卫着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所不在的喉舌”，其中喉舌的对应词是“Mund”，含义为嘴巴、出口，中译文译成嘴巴不顺，又无其他合适的词恰好表达马克思的原意，只能够勉强译为喉舌。但它与德文喉舌（Sprachrohr）一词不同，这个词由言语、管子两个词组成，有被动的意义，而Mund没有。如果把马克思说的人民精神比作一个人，那么报刊作为这个人的嘴巴，讲什么是由这个人自己决定的。第7卷3页：报纸“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根据原著德文，可译为报纸“就运动直接发言”，对应词Sprechen没有喉舌之意。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报刊与政治关系的典型国家是英国。在19世纪的这个国度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得最为充分，就报刊和政治的关系而言，这里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恩格斯就此写道：“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
 报纸”（1卷568页），“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4卷55页）这里讲的“自己的”，当然不是指拥有，而是指每一个持有一定政治观点的人都可以在英国找到反映其观点的报刊。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除少量政治性工人报刊外，几乎全部有产阶级的政治性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背后或多或少由自身的经济利益牵制着。由于英国是由贵族寡头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寡头们的传统权力及政治性荣誉也对报刊产生牵制力。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对报刊的牵制力。马克思就此谈到过英国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和滑稽周刊《笨拙》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伦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塔和小丑；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跟现政府连在一起”（12卷163页）。

这种情形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子爵当政的10年（1855—1865）中表现最为明显。当帕麦斯顿作为贵族寡头的势力崛起时，伦敦的许多主要报刊都趋炎附势地投靠了他，而他则又以金钱和官位的诱惑、提供政治新闻的特权来牵制这些报刊。帕麦斯顿担任首相的前夕，马克思就指出了伦敦报刊受帕麦斯顿牵制的种种迹象。他写道：“他不满足于作《晨邮报》（这家报纸每天都把他吹嘘成国家未来的救星）的共有主，……几个月以前，他收买了《每日新闻》，他把某些电讯和其他重要消息告诉了它；他几乎对所有的伦敦报纸的编辑部都有影响。……他高升到别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他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怎样争得这一点，他同德兰恩订立了什么契约，自然很难说，但是在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伦敦的日报，只是《先驱报》除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拥护帕麦斯顿担任首相”（11卷44～45页）。

为了保持英国“自由”的形象，帕麦斯顿运用这两个链条有效地使各种不同读者对象的报纸保持自己原有的格调，甚至相互间展开争论，而主旋律则全是为他的政策服务的。这种情形马克思多次谈到。例如他在1859年对恩格斯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泰晤士报》和一切其他的帕麦斯顿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按照所分配的角色，对各有关的大国采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一样，指出必须重新让‘真正英国大臣’掌握政权（以一般人民为对象的《晨报》和《每日电讯》公然这么说）。”（29卷409页）这时帕麦斯顿暂时下台几个月，而他对各种报刊的控制犹在。到19世纪60年代，他甚至能够使《泰晤士报》在对外政策方面“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15卷337页）。因为黄金的链条已经把《泰晤士报》拉得太紧了，或者说太有诱惑力了，该报的一些重要人物已进入了帕麦斯顿的内阁。

一些文章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控制报刊的情形时，常引用马克思有关帕麦斯顿控制《泰晤士报》的话，这在说明本质关系时也许是适当的，但帕麦斯顿寡头统治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宜用来全面说明这个问题。在英国现代史上，像帕麦斯顿这样的集权程度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各家报刊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会权衡利害关系，决定各自的政治态度。商品经济的原则对报刊的政治态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把它称为“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15卷326页）。正是由于这种隐秘动机的支配，报刊的政治态度经常以自身利益的变化为转移。

以《泰晤士报》为例，1855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宣布取消报纸附刊税，于是就发生了马克思所讲的情形：“高贵的格莱斯顿把一个特殊的法案——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列入了他的预算，以便收买《泰晤士报
 》，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每年馈赠该报三、四万英镑。因为只有它一家出版附刊，它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感恩戴德的《泰晤士报
 》放弃了反对他的所得税的争论，现在又要求他加入新内阁了。”（28卷426页）然而，当格莱斯顿提出废除一般报纸的印花税和减轻大众报纸的邮资时，由于这威胁到《泰晤士报》在报界的垄断地位，它立即翻脸，把英国政府决定参加的克里木战争描写得一片阴暗。两个月后格莱斯顿下台，《泰晤士报》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马克思写道：“他
(11)

 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绪又转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往事述评文作者对新事物的憎恨！大家知道，路易斯过去是《爱丁堡评论》杂志的发行人。”（11卷159页）在大约100天的时间里，《泰晤士报》的政治态度四度变化，都被马克思从政府预算的变动中抓住了根本原因。

考虑自身的长远利益，《泰晤士报》同样是相当精明的。1852年，英国以阿伯丁伯爵为首的联合内阁上台，《泰晤士报》曾吹嘘英国进入了“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直到这个内阁倒台前一两个月，它还在为内阁唱赞歌。但当它意识到帕麦斯顿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必定崛起时，便很快改变了调门，开始攻击阿伯丁内阁如何无能。马克思写道：“正是那个宣称‘群贤’的即位意味着千年王国的开端的《泰晤士报》，对促使这届内阁的倒台起了比其他任何报纸更大的作用。”（11卷26页）如果从报刊对政府的角度考察就会发现，在政治格局中报刊本身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政治对报刊来说，不过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权衡。马克思说：“正如科贝特早已揭露的，《泰晤士报
 》不过是一家‘商业企业’，只要决算对它有利，它对决算是怎样作出的毫不介意。”（30卷365页）

英国的高价报纸是这样，廉价报纸的政治态度更是变化无常。例如英国最早的廉价报纸之一《每日电讯》，在帕麦斯顿当权时它自然依附这位有权势的独裁者，其动机如马克思分析的：“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mobpaper［黄色小报］’，然而勒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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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14卷657页）这类报刊在政治态度上受束缚比《泰晤士报》要少得多，因为后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还要考虑“面子”问题，而前者则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在谈到英国报纸时，马克思说：“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12卷562～563页）。

报纸自身利益对政治态度的牵制甚至还表现在同一张报纸的不同栏目中，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称作“帕麦斯顿私人报纸”的《晨邮报》，也会出现不同政治表态的现象。1854年底，英、法、奥、俄四国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政治会议，马克思就《晨邮报》对这次会议的评论写道：“当政治家在日报和周报的社论中就新的维也纳会议显示自己治理国政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实业家却在同一报纸的交易所的文章中干脆把这个会议叫做‘无耻的把戏’。”（10卷620页）原因仍在于经济利益，因为这次会议对交易所行情的影响微乎其微，无利益即是多余的，自然要受到实业家的蔑视。在金钱问题上，像帕麦斯顿这样的政治家也奈何不得交易所的大王们，由他们去发牢骚。

主要由于报刊自身利益的作用，英国报刊公开变化政治态度是常规而不是例外，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同一家报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定性用语。例如《泰晤士报》，1852年，它被称为“保守党的机关报”（8卷403页），第二年被称为“整个内阁的代表”（9卷603页）。在帕麦斯顿当权时期，它长时间被称为“帕麦斯顿的报纸”；而在19世纪40年代，《泰晤士报》是帕麦斯顿外交政策（当时他是外交大臣）的激烈抨击者。《泰晤士报》与英国另一政治家格莱斯顿（1868—1874年和1880—1885年为首相）的关系也是这样，1863年“《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22卷112页）；而在1869年，“格莱斯顿就不得不和反对派《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等发生冲突”（16卷669页）。这不是由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判断主观随意，而是报纸本身的政治态度在不断地变化。正是由于这一点，引证他们有关报刊与政治关系的许多话为我所用很容易，但准确度却很低。为了把握他们这方面的论述，必须要对英国历史和每个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有所了解。

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法国，由于直接的专制统治，除官方报刊外，一般报刊在政治上大都以低调追随当权者。只是在社会发生急遽变动时，这些报刊的政治态度才会明朗起来，例如1840—1842年的普鲁士报刊、1847—1848年的法国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德国报刊时讲到这种情况，他们说：“1840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于神学和政治的批判的运用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定期刊物具有强大革命力量这种新气象出现了。”（8卷279页）这时报刊的政治态度相当程度上是由环境氛围造成的，经济利益甚至服从政治需要。马克思参加工作的《莱茵报》便是这样的情形。

当然，即使在政治激情的氛围中，依然会有靠革命形势发财的事情，如恩格斯谈到的法国1847年时的《新闻报》，它在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是由于该报编辑日拉丹与基佐内阁交易不成、同时看出危机在望，而使报纸具有了革命气魄的。他就日拉丹写道：“像这样一个拥有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的人物，政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但是德·日拉丹先生的支持卖得（他的支持向来是出卖
 的）可不便宜。……德·日拉丹先生看出内阁已彻底瓦解，毫无力量，他终于认为该把自己那个装满丑事秘闻的潘多拉的盒子拿出来了，……彻底击溃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内阁。”（4卷200～201页）马克思在谈到1848年德国革命中创办的柏林“民主主义”的《国民报》编辑察贝尔时，也指出过类似的情况。他说：“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的主编、股东和‘有多余的钱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天晓得。而读过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的那些人是能领会这一点的。”（14卷682页）这里提到的小说指的是《幻灭》，巴尔扎克通过描写一个外省青年吕西安到巴黎新闻界谋职的故事，揭示了报刊政治态度背后的各种收买和贿赂关系。

尽管如此，由于欧洲大陆和英国环境的差异，报刊在革命时期主要受政治激情影响，而平时则钻营金钱收益，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大陆报刊与政治关系的特征。在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的论述时，需要把握这种环境背景，不然，所论证的内容可能适应引者主观的看法而不符合历史事实。

作为一种规律性认识，报刊自身的利益决定着它的政治态度，但报刊总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种利益的表现不仅在于经济，也有其他因素起着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经济利益看成报刊政治态度的唯一动因。有时，报刊的政治态度出于民族动机，例如法国二月革命前共和派报纸《国民报》，它在经济上的政策是保护主义者，马克思分析其动机时指出：“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8卷133页）在这里，《国民报》的阶级属性是通过民族的动机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另一些时候，爱国主义的考虑也会使报刊暂时放弃自身利益而在外交上一致起来。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上台，遭到英国有产阶级报刊的猛烈攻击。这种政治态度是直接由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恩格斯当时写道：“他们
 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8卷245页）两年后克里木战争爆发，英法结成联盟共同与俄国作战，尽管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但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它们又有共同利益。这时英国报刊从“爱国主义”出发停止了对波拿巴的攻击，恩格斯揭露波拿巴的一篇文章也无处发表。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你的《炮兵中尉拿破仑》目前会遭到拒绝
 ，因为《泰晤士报》已接到命令，不准露出同波拿巴进行争论的任何一点迹象。既然他是‘我们的’盟友，因此所有的报纸目前都要有同样的爱国主义的考虑。”（28卷320页）这里的“命令”当然不是行政性的，“爱国主义”也是统治阶级意义上的，但作为一种报刊政治态度的动因，它不是直接经济性的。在一定条件下，观念的动机会超过经济的动机决定报刊的政治态度，尽管观念本身又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产物。

一个国家的报刊群中，有悠久历史或有影响的大报，在政治表态方面往往会起到带头羊的作用，而各种较小的报刊由于缺乏消息来源和缺少较高水平的工作人员，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跟着一家或几家大报走。1859年，马克思曾就《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带头羊作用写道：“有一百多家用英文出版的美国小报从《论坛报》那里接受‘口令
 ’”（29卷601页）。他还谈到19世纪唯一的世界性大报《泰晤士报》的这种情形。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泰晤士报》服从棉纺大王们的利益，持敌视北方政府的立场，于是就产生了马克思说的以下情况：“伦敦《泰晤士报》先发出一定的暗示，其他敌视北部的大小报刊的servum pecus［奴仆群］就坚持不懈地跟着学舌。”（15卷326页）而当《泰晤士报》积极报道工人运动时，其他报刊也会跟着走。1869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泰晤士报》首先报道了大会情况。当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就写道：“如果《泰晤士报》再发表几篇报道，其余的报纸就会追随这个带头羊”（32卷686页）。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马克思后来多次谈到这件事。对那些较小的报刊来说，促成它们政治表态的直接动机是非经济的，而是一种崇拜权威的传统在起作用。

像英国这样传统痕迹浓重的国家，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圈子对报刊的影响力超过任何政治权力和党派利益，马克思曾多次谈到涉及贵族丑闻方面的报道时文化圈子的存在。1858年，英国议员和作家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迫害其妻子罗西娜，这一家庭事件已具有政治色彩，而各报长期默不作声，原因就在于文化圈子的影响力。马克思写道：“尽管这场纠纷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缄默，以图暗中了结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12卷562页）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报刊政治态度的既不是经济利益，也不是政治利益，而是传统。这种传统几乎失去了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土壤，但还会独立地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

一般说来，报刊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党派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二者会出现对立。马克思时代的“党”与报刊大多无从属关系，是一种利益相同时的结合。利益发生冲突，报刊便会转向或与其代表的党派进行斗争，是常有的一种政治或非政治的现象。政治性变化，如《曼彻斯特卫报》与议员布莱特的关系。布莱特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激进派，《曼彻斯特卫报》长期在他的领导下，也是著名的激进派报纸。然而，在1857年大选时，马克思谈到了以下情况：“《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加内特先生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反对布莱特，竭力给反布莱特联盟的那些相当破烂的论据蒙上体面的服装”（12卷184页）。马克思认真分析了发生这种情况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原因，结论是：“工厂主放弃了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革命领导。”（12卷185页）也就是说，这是由于《曼彻斯特卫报》所代表的英国工业资产者与处于这一阶级领导地位的激进派发生了冲突。非政治的变化，如《晨报》与小酒店主协会的官司。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晨报》看作是小酒店主的机关报，但由于二者都具有小市民的狭隘眼界，他们常常因无聊的事情发生矛盾。有一次，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如果你想读一点极其可笑的东西，那你应当弄一份星期六的《晨报》，在那上面，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正在跟这家小酒店报纸的目前的编辑部打官司。控告和辩护同样都是可笑的。”（28卷395页）至于阶级斗争怎样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了某个阶级和思想上代表它的报刊的疏远以至对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以法国资产阶级与代表它的报纸为例，进行了详尽的论证。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阶级、党派、报刊的关系，一般来说是一个“决定”另一个，但这种抽象的公理必须具有活的灵魂，才可能避免走向谬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注意对报刊进行阶级分析和党派属性的判断，承认报刊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讲过报刊的每篇报道、每项活动都与阶级、党派的利益有关，都具有政治性质。报刊的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通常决定着报刊的政治态度。但是，这种利益也可能会使报刊的政治态度相当模糊，或者无所谓态度。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也有不少。

例如英国的《晨报》，马克思称它是“除《泰晤士报》外发行最广的日报”，接着他分析说：“这家报纸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实际上报纸并没有经过什么编辑，它倒像是个辩论俱乐部，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也给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较著名的作家腾出一些篇幅。”（10卷658～659页）再看英国的《评论的评论》杂志，恩格斯说：该刊主编“斯特德尽管是个地道的狂妄之徒，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他会把寄给他的杂志加以利用，有时能起很大的作用——凡是能够引起某种哄动的东西，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利用，至于是些什么东西以及来自何处，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38卷189页）。即使是政治性大报，尽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这不妨碍它发表各种观点的文章和在一些问题上保持中立。例如德国19世纪最大的报纸《总汇报》，马克思曾在政治上与它发生多次论战，但他却说：“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14卷505页）。问题不在于这些报刊在内容上放弃了政治（政治本身就是它们的报道对象），而在于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好地掌握了干预政治的程度。

显然，在报刊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简单地用阶级、政党等等定义去套复杂的报刊活动，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在各种环境背景下分析报刊与政治关系的范例。


 四、有产阶级报刊和工人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因而他们在从政治角度考察报刊时，尤其注意分析报刊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充分利用各种报刊，是他们确定的工人政党近期的目标之一。他们所处的时代，各国当权阶级、党派差异较大，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不尽相同，将大部分的非工人报刊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是不准确的，所以这里使用“有产阶级的”这一笼而统之的定性作为本节的标题。

有产阶级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大体上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当工人运动作为资产阶级运动的组成部分时，贵族或王权的报刊与工人是对立的，而资产阶级报刊则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关于这种现象，他们曾作过论证，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
 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3卷54页）这个时期大约是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对于当时资产阶级报刊的主持者来说，他们是真诚地认为自己代表着工人利益的，马克思在补充这一点时写道：“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3卷54页）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便是这样。由于有这种历史上的天然联系，无产阶级的《新莱茵报》才可能在新的阶级环境中继承《人民之友》的传统。恩格斯就此写道：“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21卷23页）。在工人运动不独立的时期，英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论战，也没有表现出对立，而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论战具有“公正无私的性质”（23卷16页）。

当资产阶级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矛盾逐渐变得明显了，工人运动也逐渐脱离了资产阶级而独立。这时，阶级的利益便决定了资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本质上对立的性质，这时马克思说：“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23卷17页）。“这种利益
 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2卷103页）。这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报刊和土地贵族报刊、小资产阶级报刊、当权的官方报刊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一个阶级内部各种派别的斗争，由于报刊作为社会交往媒介作用的扩大，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报刊的社会性质、阶级性质、党派性质、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可能使一部分有产阶级报刊甚至大部分报刊与工人运动接近或疏远。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具体情况，对这方面的各种现象进行过分析。

由于报刊的社会性质往往掩盖了它的阶级性质，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必要的时候强调过这一点，说明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本质上对立的阶级立场。1853年，英国国内阶级矛盾呈激化趋势，马克思注意到报刊的表现，他写道：“伦敦报界有意装作看不见这些重大的事实，用一些琐碎事情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例如，报道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大王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在他的工厂宫开幕的时候举行宴会，像皇家那样招待了当地的贵族，同时还招待了他的工人。首都的报纸向读者报道，这位工业大王曾举杯祝‘工人阶级的兴旺、健康和幸福’。但报纸却没有报道几天之后他厂子里的织半毛织品的工人们就接到再度降低
 工资的通知”（9卷470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一方面大量引用了自由派报刊关于工人阶级极度贫困的报道，另一方面也提醒读者注意报纸的阶级性质。他全文引证了《曼彻斯特卫报》上一位阔太太的来信，这位太太因为为慈善机构捐了款而要求不应再允许要饭的穷人来打扰她。这是一份表明阶级态度的材料，恩格斯分析说：“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2卷567～56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报刊的阶级性质并不是要说明，有产阶级报刊拒绝任何有关工人运动的报道，在任何时候都对工人运动持敌对立场。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有产阶级报刊能够报道工人运动并多少还表示同情，他们才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意识到这些报刊本质上与工人对立的阶级性质。如果只注意他们揭示一些报刊敌视工人运动的论述，而不谈更多情况下这些报刊报道工人运动的事实，就无法准确地展现出他们在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关系问题上的全部看法。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他们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几百篇通讯中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绝大部分来自有产阶级的报刊、书籍和统治阶级的官方文件。有些材料所表现出的公正态度、真实程度和对工人的同情心，还受到他们的称赞。例如恩格斯摘引了一篇文章的很长的一段，其中写道：“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2卷312页）像这样的描写鲜明阶级对立的文字，并不是摘自工人报刊，而是摘自英国最大的有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对立的阶级实质的同时，也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各方面原因。

报刊是广泛的交往媒介，它需要每天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作出报道。因而，不论其阶级和党派的倾向如何，报刊的这种社会性质要求它不能经常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明显事实，并且要努力全面报道来赢得更多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像恩格斯讲的英国的情况：“《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par excellence ［道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1843年12月发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针织工人描写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2卷476页）马克思也多次全文或部分引证过有产阶级报刊上有关工人生活状况的报道。它们所以发表许多生动描述工人悲惨生活的报道，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类报道能够打动人心，富有人情味，可读性强。不仅如此，当社会主义在早期一度变得时髦时，各种有产阶级报刊还乐于宣传社会主义。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谈到德国报刊时指出：“德国所有的自由主义
 报纸、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都登满了关于劳动组织和社会改革的文章、对垄断和竞争的批评等等。”（2版3卷388～389页）恩格斯有一次也写道：“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张自由派的报纸（《科伦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怎样辩护呢？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要知道，《科伦日报》就其影响和发行面来说是德国第二大报。”（2卷590页）

这类情况的出现当然并非说明这类报刊变成了工人的或社会主义的了，他们在论述时一方面指出报刊的阶级性质，另一方面要说明赢得公众对报刊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产阶级报刊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就此马克思曾以伦敦自由派的《回声报》为例写道：“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问题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格是1苏，而别的报纸却卖2苏、4苏或6苏。1苏的价格使它一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订户，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订户。”（16卷679页）

在有产阶级报刊之间的斗争中，工人是他们都要争取的群众，这是有产阶级报刊会大量出现同情工人报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情形在英国表现得较为典型。1853年，英国上院否决了下院通过的有利于工人的结社法，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激进派报纸就仿佛站到了工人一边，马克思写道：“每当工人这帮愚民要求权利而不是要求慰问时，多愁善感的贵族们就要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喜欢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顺奴仆来看待。所谓激进派报纸当然就拼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痛斥贵族是无产阶级的‘一贯仇敌’。”（9卷283页）1862年，英国工人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穷困之中，贵族们为了争取民心而进行募捐救济活动。这时贵族报刊仿佛成了工人的同情者，马克思写道：“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泰晤士报》派记者去工厂区：记者们的非常详细的报道是根本不会有利于《cottonlords》
(13)

 的威信的。”（15卷578页）这种不同阶级、派别报刊间的斗争，对于工人运动自然是有利的，它们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材料来源之一。

从阶级力量对比的宏观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多次谈到过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当工人运动较为强大而阶级斗争较为缓和时，只要对报刊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危害，有产阶级报刊一般能够较多地报道工人运动，并对工人运动的评价较为客观，甚至多少给予赞许。例如188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一行数人去美国宣传旅行，那里的新闻界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恩格斯做了如下说明：“在新英格兰的各工业区，新闻界对他们可以说作了热情的接待，从而表明不仅新闻界是依附于工人的，而且工人们对社会主义显然抱有同情。这一点以及我们的人给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造成的良好印象，使我十分高兴”（36卷539页）。

如果说美国的事例较为特殊，那么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报对国际工人协会（下简称“国际”）活动的报道。1865年国际召开伦敦代表会议，马克思曾兴奋地说：“在巴黎，所有的自由派报纸和共和派报纸都对我们的协会大事渲染。著名的历史学家昂利·马丁
 在《世纪报
 》上发表一篇关于协会的热情洋溢的社论。”（31卷491页）《世纪报》当时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又一次高兴地谈到英、法等国杂志对国际的报道，他说：“《两大陆评论》和《现代评论》刊登了两篇关于国际的详细文章，它们都认为国际和它的代表大会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接着《双周评论》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31卷270页）《两大陆评论》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艺性双周刊，《现代评论》是法国波拿巴派的刊物，而《双周评论》是英国激进派刊物。不同阶级、党派的刊物对工人运动的报道大体一致。1867年，国际召开洛桑代表大会，《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有关这次大会的长篇通讯，马克思夫人燕妮当时激动地从伦敦致信日内瓦的老朋友约·贝克尔说：“您简直不会相信，洛桑代表大会在这里的整个报界中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自从《泰晤士报》带头每天刊登关于代表大会的通讯稿件以后，其他各报也开始不仅以短文、而且甚至用长篇的社论来谈论工人问题，不再认为这有损它们的尊严了。不仅所有的日报谈论代表大会，而且所有的周刊也都谈论这件事。……总的来说，对待代表大会的态度还是十分有礼貌的，人们还是ɑu sérieux［认真地］来看待它的。”（16卷635页）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也致信马克思说：“这里的报刊对国际也比以前尊重了。所有
 这里的报纸都部分地刊载了讨论情况，《观察家时报》则发表了一篇表示庸人善意的社论。”（31卷354～355页）

马克思认为，这是工人运动强大的象征，他说：“伦敦这里有人说：‘国际工人协会一定很强大，因为《泰晤士报》都登载了关于它的活动的报道。’”（31卷352页）1868年，国际召开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泰晤士报
 》连续发表五篇较长的通讯和社论，其中包括马克思写的关于国际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文。马克思说：“英国的报刊、尤其是伦敦的报刊以异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谈论国际工人协会
 和它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刊登了4篇社论）”（16卷374页）。他特地将这种情况通报美国支部：“寄上一号《泰晤士报》，其中有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我
 写的）和《泰晤士报》关于这一文件的极为有趣的社论。《泰晤士报》丢掉对工人阶级的嘲笑腔调而‘十分’认真地对待他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请您把这件事传播出去。”（32卷547～548页）关于1869年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道，英国各报的反映也与前一年大体一样。有产阶级报刊平常也有一些关于国际的报道，如马克思谈到英国“《劳埃德氏周刊》在上上星期天的一期中，极力颂扬我们的各项决议和整个国际协会。”（32卷271页）。这是一家激进派报纸。恩格斯谈到德国的《总汇报》“登满了关于国际在日内瓦的消息”（32卷259页）。该报曾为报道国际支持的巴塞尔的一次罢工而不惜与瑞士的工厂主订户对抗。马克思把这件事写进了国际的工作报告，他说：“当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大胆地刊登了关于巴塞尔事件的公正报道时，这些‘可敬的先生’就在愚蠢可笑的信中以停止订阅该报相威胁。”（16卷419页）而《总汇报》是德国的保守派日报，马克思的主要政敌之一。

如此众多地引证是要说明，虽然有产阶级报刊本质上与工人运动对立，但这种对立并非处处表现为势不两立。在阶级斗争缓和时期，双方可以和平共处。有产阶级报刊能够对工人运动作出较为公正的报道和评价。当有产阶级中的个人与工人阶级发生冲突而危及有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时，甚至整个有产阶级报刊会站到工人一边而谴责另一方。1869年6月，法国圣亚田矿的经理请军队来镇压罢工工人，当军队将近60名矿工押走时，众多的矿工和矿工家属用石头投向士兵，士兵向人群开枪，打死15人，包括两名妇女和一名吃奶的婴儿。面对这一惨案，马克思报道说：“这一次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它不仅犯下了罪行，而且大大失策了。资产阶级并不欢迎它这样的社会救主。圣亚田
 的整个市议会提出辞职，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大兵们的残无人道，并且坚决要求军队撤出这个城市。法国报刊掀起一阵极大的喧嚷。甚至那些保守的报纸，如《总汇通报》，也为蒙难者征集捐款。”（16卷426页）有产阶级报刊在这一事件中站到受难工人一边，从政治上看，是它们意识到事件危及整个有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了有产阶级统治的稳定而必须牺牲自己营垒中的个别人。马克思在谈到1854年英国报刊对普雷斯顿工人罢工的态度时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44卷212页）无论有产阶级报刊出于何种动机，这种做法是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因而马克思对此十分重视，把它作为极好的宣传材料。

在阶级斗争激化并危及有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时候，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对立便明显地表露出来。报刊放弃了以往公正的面貌，几乎一致地对工人运动进行诽谤，拒绝刊登任何辩护性材料，表现出满腔的阶级仇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巴黎公社时期各报对工人运动的报道。在公社存在以及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几乎所有的有产阶级报刊都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工人运动进行攻击，把它描绘成可怕的魔鬼。就这种情形，马克思作过如下的总结：“强加于国际的各种无中生有的事件、对国际的‘秘密’的揭露、无耻伪造的公文和私函、耸人听闻的电讯，接二连三地迅速出现；出卖灵魂的可敬的报刊所控制的一切诽谤的闸门一下子都打开了，卑鄙龌龊的洪流汹涌而出，要把可恶的敌人淹死。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18卷151页）他还就报刊对国际态度的变化，分析了原因，指出：“报界对于国际的宗旨和原则是很清楚的。报刊上登载过国际在帝国时期在巴黎遭受迫害的消息。报界代表曾出席过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代表大会，报纸上也报道过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虽然如此，各报仍然……要捏造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对国际采取任何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的。‘上等阶级’在国际的原则面前感到恐惧。”（17卷679页）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点明了问题的实质。

这是一种对有产阶级报刊行为的总体上的论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产阶级报刊也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其利益受到危及的程度不同，报刊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也有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利用了这一差异。马克思在著名的《法兰西内战》中写道：“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17卷353页）这里便利用了《泰晤士报》对梯也尔暴行的微词。《法兰西内战》用以说明残杀公社社员的附录，即由发表在英国《每日新闻》、《旗帜晚报》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和文件组成。当时这三家报纸分别代表不同的有产阶级派别。公社及公社失败后的一段时间，英国各报开始发表诽谤工人运动的文章，但由于它们与法国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不像法国有产阶级报刊那样直接，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能够发表一些反驳各种诽谤的声明。从1871年3月至9月，他们向有产阶级报刊寄去22份反驳声明，发表的16份中大部分是在英国报刊上。5月13日马克思致公社委员瓦尔兰的信中谈到了这种情况，他说：“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文章。”（33卷226页）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15天，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就在伦敦发行，销售一空。有一定敌意的英国报刊开始时保持沉默，随后不得不就此发表文章，因为报刊的社会性质迫使它们必须报道和评论重大事实。恩格斯写道：“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认国际是欧洲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对这支力量必须加以考虑，而且不能用故意不理会它的存在的办法来消灭它。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承认宣言的文笔高超；用《旁观者》的话来说，宣言的语言就像威廉·科贝特的语言那样坚强有力。……一切叫嚣连庸人都感到厌烦了。《每日新闻》敲了退堂鼓，而《观察家》——唯一的一家行为真正体面的报纸——在一篇详尽的文章中坚决地为国际做了辩护。”（17卷408～409页）在有产阶级报刊和工人运动的关系上，总体上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把握，对具体报刊则侧重分析各种因素对其影响，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上考察报刊的基本方法。

如同有产阶级报刊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不可能整齐划一一样，有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也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这是有产阶级报刊不时发出有利于工人的报道和评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例如马克思与之联系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奥地利《新闻报》编辑麦克斯·弗里德兰德、德国《新奥得报》编辑摩里茨·埃尔斯纳、美国《太阳报》记者斯温顿；恩格斯曾经谈到的《纪事晨报》记者亚历山大·索麦维尔、《每日新闻》记者艾米斯·克罗弗德等等。

还有少量有产阶级的报纸可能会成为报道工人运动的报纸，如恩格斯称赞的“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纪事报》”（22卷306页）。他说：“诚然，这是自由党人合并派的报纸，同托利党必然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它反映国内工人运动的情况比其他报纸要好些，而且所有的报道全部刊登。”（38卷56页）其原因在于，“《纪事报》在凡是涉及工人运动的事情上都由费边社分子掌握”（38卷511页）。再如英国的《星报》，这是自由党的机关报，恩格斯说：“《星报》是一份工人读得最多、唯一向我们开一点门的日报。”它能够较多地报道工人运动，是由于英国社会民主同盟对该报编辑马辛厄姆的私人拉拢。恩格斯说：“这些人把他控制起来，抓住不放，用苦艾酒和维尔木特酒把他灌醉，他们就这样把《星报》拉到了自己的
 代表大会一边”（37卷195页）。费边社和社会民主同盟是英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无论怎样，他们部分掌握的有产阶级报纸能够较多地报道工人运动，对工人运动是有利的。因而恩格斯充分利用了这些报纸，并努力对这些报纸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上的情况又说明，仅仅明确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运动的阶级关系是不够的，在具体利用报刊的问题上需要有灵活的策略，使有产阶级报刊能够更多地为工人运动服务，而不是就不同观点进行争论。

另有一种情况也应当予以承认，即一些有产者，他们或观点上接近工人运动，或本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意识，出于虚荣或赚钱的目的，愿意出版反映工人运动的报刊。例如英国的乔治·雷诺，他便是一个观点上接近工人运动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报纸《雷诺新闻》，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称之为“工人报纸”。但在实际掌握上，他们对此是清楚的。马克思说：“他有钱而且善于投机。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宪章主义者这一事实表明，这种立场想必仍然‘有利可图’。”（29卷346页）1892年，法国金融家埃劳和万尚克表示愿意出资为法国工人党办报纸。恩格斯分析了他们的动机，认为这是工人运动壮大的结果，他说：“这些先生们发现，办社会主义报纸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征兆。我们竟受到交易所的评价！这是一个必须加以肯定的成绩。”（38卷401页）只要掌握编辑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请有产者办工人报刊有什么不好。他们的绝大部分著作，也是由有产者的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商一般是认钱不认主义的。1873年，法国出版家莫·拉沙特尔愿意出版一本由恩格斯写的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历史的书，恩格斯曾借这个机会向他提出由他出资办刊物的要求。他写道：“既然您声称增加自己的资本只是为了用它来为社会服务，那末我同意付出劳动，条件是，您拨出一笔款子来创办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急需的国际性周刊，这个刊物将由马克思来领导。”（50卷453～454页）在这样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实际的，若在这上面使用“阶级”的大字眼吓唬自己，显然是愚蠢的。


 五、“一般的公正”和客观报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主要从政治角度考察报刊活动，但也不时从非政治的报刊职业工作角度，发出各种评价性意见。例如对《泰晤士报》，如果直观地综合他们对该报的批评，那么这家报纸似乎整版都是谬论，天天都在说谎。实际上他们能够对《泰晤士报》的阶级偏见和报道差误提出批评，恰恰由于这方面的表现不是每时每刻都那么多，那么明显。不然他们只能每天进行这种批评而无法做其他事了。报道尽可能好的新闻，使尽可能多的读者感到满足，这是报刊职业性工作的目的。而从这个角度，他们评价时采用的是另一种标准。1858年，马克思在引证一篇报道时，说“有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担保它真实可靠”（12卷419页），这家报纸便是《泰晤士报》。恩格斯也称“《泰晤士报》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41卷398页）。有一次，在报道英国新编部队训练站时，恩格斯写道：“为了别人不致怪我们对这些‘新编部队训练站’有偏见，我们可以引用伦敦《泰晤士报》这家权威报纸的话”（15卷116页）。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职业方面对《泰晤士报》的评价相当高，与当时世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对其他一些英国较著名的报刊，尽管他们多次批评过它们的阶级偏见，同样也承认它们在报刊职业方面的实际地位。例如马克思称《经济学家》杂志是“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8卷399页），称《旁观者》和《观察家》为“最高尚的
 、最有名望的
 伦敦周刊”（28卷564页）等等。1858年，马克思从《经济学家》上读到一本通货史书的摘录，对恩格斯说：“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29卷316页）从中可以看到，不论马克思从阶级角度对这家周刊进行过怎样严厉的批评，这并不妨碍他对这家刊物在职业权威方面的认可。报刊的阶级和政治属性不等同于报刊自身。

那么，这些报刊在职业上得到读者承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就英国报刊的情况说：“最低限度是common 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14卷768页）一般的公正也可译为“共同的公正”，即在报道新的事实、争论双方的观点时，报刊一般所能保持的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姿态。报刊面对的每一事件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报刊本身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作为社会性的传播媒介，它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就不能只报道自己的看法和自己偏爱的事实的一方面，而要尽量表现出公平的态度。“一般的公正”所以产生于英国，主要是伦敦，这与伦敦处在世界交往中心有关。地方性偏见的扫除和交往的多样化，使得伦敦有可能集中19世纪最负盛名的权威性报刊，而欧洲大陆的城市当时相对缺乏这种条件。恩格斯1885年曾对几个欧洲大城市作了比较，实际上说明了“一般的公正”所以首先产生在英国的原因。他写道：“我熟悉和喜爱巴黎，但是，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定居在伦敦，而不愿在巴黎。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首先只对巴黎的事物感到兴趣，惯于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切的一切。伦敦不如巴黎漂亮，但是比巴黎雄伟，它是世界贸易的真正的中心，而且也多样化得多。此外，伦敦还容许对整个周围世界保持中立，而这对于科学的、甚至艺术的公正态度是必要的。……伦敦则持着中立的冷漠和客观态度。”（36卷383页）

这种“公正”的表现经常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看到，例如类似“《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9卷129页）、“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21卷352页）之类的话，随处可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1850年，普鲁士密探在英国跟踪政治流亡者，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致信英国各报刊揭露这件事。他们曾特别指出英国自由派周报《旁观者》在发表他们来信时的编辑部说明。这则说明写道：“下面发表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对我们政府的严正的控告。我们只是从这封信的本身来了解这件事情的，不过控告信讲得如此有根有据，如此详细逼真，不能不加以注意。控告的中心内容是伦敦的普鲁士警探（bloodmen）企图利用外侨管理法来反对德国流亡者的时候得到了支持。”（7卷381～382页）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上本国报刊是站在本国政府方面的；但在报道事实方面，不论报刊持何立场，则要表现出上面这类公正态度，发表另一方面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受拿破仑法典影响的莱茵普鲁士也较普遍。例如1839年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通讯《乌培河谷来信》，其观点受到《爱北斐特日报》的指责，但当恩格斯将反驳信塞进编辑部门缝后，该报尽管不同意恩格斯的反驳，依然发表了它。发表时编辑部在脚注中说：“昨天我们在本社发现了这篇文章，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表，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41卷698页）。马克思主持的《莱茵报》、《新莱茵报》也是这样。社会上重要的事件从不回避，无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像重要的政府文件、党派文件，尽管编辑部持批评态度或有所保留，但都予以发表。只是有时为了防止读者误解编辑部的立场，这类文件发表在编辑部不负内容责任的横线以下。马克思把《新莱茵报》的做法称作“报刊应有的公正态度”（5卷203页）。

“公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含义是两方面都谈到。例如马克思在谈到关于生产过剩的理论时，指出了一派学者的观点，接着说：“不过，为了公正起见，需要指出，其他经济学家，如尤尔、柯贝特等，……”（26卷Ⅱ册568页）再看他评论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预算，他写道：“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这个预算是了不起的。”（15卷26～27页）他对预算内容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从行政手法上则予以肯定。这里的“公正”或“公正心”，是指两方面都谈到。

但是，公正的形式只是为使读者更加确信一种观念，而不是变成布利丹的驴子。在必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过这一点。1859年，恩格斯报道法奥战争时，双方情况都报，他根据事实而否定了关于奥军暴行的传闻。为避免引起读者误会而特别补充写道：“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曾被曲解为我们对于弗兰茨-约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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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们甚至不希望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期延迟一天。”（13卷426页）

“一般的公正”在恩格斯那里，除了两方面都谈到外，还含有报刊论战中的语调、方式对等之意。1842年，他与德国哲学家谢林展开论战，由于谢林资格很老，他当时不得不顾及批评的态度，而当谢林对其前辈黑格尔持一种不尊敬的态度时，恩格斯感到取得了以同等的态度批评他的权利。他写道：“他评论黑格尔时所采用的方式，解除了我们同他进行争论时对黑格尔的这位所谓继承者和所谓胜利者的顾虑。因此，如果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遵循民主原则，只限于叙述问题的实质及其历史，而不考虑哪一个人，那就不能埋怨我了。”（41卷210页）30多年后，恩格斯在同杜林的报刊论战中仍持这种牢固的对等信念。1877年他致信《前进报》主编李卜克内西说：“如果他们埋怨我的语调
 ，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
 ”（34卷223页）。但当杜林没有对自己的论战性文章作修改时，恩格斯为尊重他，采取了对等方式，也不修改《反杜林论》。1885年这本书再版时他写道：“虽然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20卷11页）

马克思把“一般的公正”看作报刊工作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常用这一原则来评论报刊的职业行为。例如他1881年讲过的一段话：“伦敦报刊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攻击是多么卑鄙无耻，而当有人认为需要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在这些报刊上说一句话，登几行答辩又是多么困难，既然如此，就难于维持下列的原则了，按照这个原则，巴黎报刊既然批评了‘伟大的’格莱斯顿这个头号伪善者和旧学派的诡辩家，就有义务给格莱斯顿提供整栏整栏的篇幅发表马克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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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散文，使马克西能够殷勤地报答他预先给与的赏赐。”（35卷174页）在这里，他把“一般的公正”已经看作一种需要维持的原则，同时批评了伦敦的报刊在对待社会主义政党的问题上破坏了这一原则。既然报刊发表了一种意见，那么它就承担了一种义务，即发表与这种意见相左的意见。

被恩格斯称为“党的旗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党内实行“一般的公正”原则是比较好的。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通讯《关于俄国运动》，随后又发表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答辩》。由于《答辩》的观点与俄国劳动解放社的相左，该社成员查苏利奇向恩格斯诉说，认为报纸不应该发表《答辩》一文。恩格斯回答道：就他本人对《答辩》的看法，也是不好的。劳动解放社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朋友，“但是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也有权利得到一定的尊敬”。该报编辑“伯恩施坦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这一点我向您担保。但是他非常强烈地想要公正和不偏不倚，他宁肯对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不公正十次
 ，也不愿对敌人或是自己讨厌的人不公正一次。他的朋友们都责备他的这种过分公平竟变成了对自己的同盟者的偏见。伯恩施坦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以致在判断有争论的事情时总是比较姑息敌人”（37卷387页）。在这里，恩格斯的说法带有宽慰查苏利奇的意图，因而对伯恩施坦略有微词，但显然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实行的“一般的公正”原则是肯定的。实际上恩格斯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其他报刊的。1871年，意大利接近工人运动的《人民罗马》周报发表了马志尼歪曲国际的文章，恩格斯写了反驳声明，并致信该报编辑说：“我相信您的正直，请您将随信附上的声明予以发表。既然战斗，就要正直地战斗。”（17卷511页）该报按照“一般的公正”这一报刊的职业原则，不仅发表了恩格斯的声明，还发表了恩格斯的这封短信。

马克思关于报刊“一般的公正”现象的理性思考可以追溯到1843年初他关于自由报刊是第三个因素的论证。1842年底，《莱茵报》由于报道了摩泽尔河地区种葡萄的农民生活贫困而引起省总督的指责。马克思在以该记者的名义进行辩护时，谈到报刊面对事实时所处的中立地位问题。他说，管理这些地区的官员“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2版1卷372页），而“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
 在下判断时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
 的影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
 申诉书的性质。”（2版1卷377页）“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
 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
 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
 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
 和市民胸怀
 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
 。”（2版1卷378页）马克思把第三个因素看作是政治的因素，也就是把报刊的这种作用看作是一种社会职能，政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由于报刊是广泛的社会交往的媒介，因而在反映农民生活贫困的具体问题上，马克思意识到了报刊在许多现实矛盾冲突中可以充当第三个因素的可能性。所谓第三个因素，即是指报刊作为不介入矛盾双方的第三者，提供发表意见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报刊可以成为公正的代表。当然，这种公正不会以绝对纯正的形态出现。从中马克思还讲到一点，即一旦人们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它就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某种意见，而带有社会的性质。因而他接着说：“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
 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
 ，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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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版1卷378页）这里他讲的有些理想化了，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一种无形的压力要求在报刊上讲话的人，确信自己是理智力量的代表，不仅代表个人，而要代表更多的人；不论其地位高低，在报刊上他自然与其他发表意见的人“平等”了。这种无形的压力在于报刊是面对社会的，而不仅仅面对赞同自己的内部几个人。

马克思后来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一般的公正”所以在报刊活动中被承认为一种原则，是各种经济、政治利益相互钳制和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反映现实的问题上表现极为明显。1854年，马克思曾对《泰晤士报》一会儿赞扬内阁，一会儿批评内阁的平衡策略作过分析，他说：“对联合内阁的不满和它的作战方法所引起的民愤是这样强烈，甚至连《泰晤士报》（它不能不或者用自己的发行量来冒险，或者停止对‘群贤内阁’逢迎）也认为在星期三那天的报上猛烈抨击内阁是适时的。”（10卷219页）在这里，促使《泰晤士报》表现出公正态度的原因是它发行量的钳制。即使是一些接近工人运动的报刊，它们表现的“一般的公正”，也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例如俄国流亡者的《前进》双周报，关于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的报道总是搞平衡，而不表明站在哪一边。1876年，巴枯宁去世，该报发表了赞扬他的通讯，为此马克思分析说：“拉甫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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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认为，用刊载巴枯宁主义者的通讯报道的办法把这一派也拉到自己的报纸方面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营业手腕。”（34卷23页）

有些以公正面目出现在报刊上的报道，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并非当事人真的出于公正。马克思曾不时地指出过这类现象。1858年，一件英国贵族内部的家庭丑闻被揭露，他就此写道：“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真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似乎出自内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装腔作势；呼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12卷563页）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有产阶级报刊能够做到“一般的公正”，马克思认为是有利于揭露问题的。1882年，英国出兵埃及。自由党人约·凯出版了他的著作《对埃及人的掠夺》，批评了英国的殖民政策。而英国在埃及的法官艾莫斯则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攻击这本书，为殖民政策辩护。按照“一般的公正”的原则，该刊也为凯提供答辩的机会。这样一来，客观效果则是揭露了艾莫斯的上司——英国当权者。马克思就此写道：“艾莫斯这头蠢驴——英国官吏在埃及的喉舌——给《对埃及人的掠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凯提供了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答辩》的机会，从而使得他的当事人的处境极其困难。”（35卷111页）

在非现实问题的领域，“一般的公正”现象的动因非功利性多一些。特别是一些学术性期刊，例如马克思1867年谈到的英国《纪事》，他说：“在伦敦这里，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天主教的周刊
 《纪事
 》。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倾向，这就是要表明他们比信奉新教的对手更有学识。”（31卷385页）显然，《纪事》的“一般的公正”，是宗教性的而非功利性的。再如马克思谈《双周评论》，他说：“这份杂志是隐蔽的（隐蔽到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孔德派的杂志，但是它愿意让一切观点都能发表。……在最近一期上登载了桑顿的一篇毫无价值的文章，它以极其庸俗陈旧的形式重复了马尔萨斯主义（杂志的老板们并不相信它）。”（31卷375页）

除了报刊的社会性质促成“一般的公正”原则外，现代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对这一原则的形成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恩格斯曾谈到过这一点。1891年，一个叫吉勒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被查出是警探）的人，在私人生活方面诽谤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艾威林。后者为了他的荣誉，在恩格斯的秘书路易莎的作证下，当面打了吉勒斯两拳。吉勒斯理屈没有还手，但在德国党的报纸上，他却为了自己的面子声明他也打了艾威林。《前进报》没有刊登艾威林的反驳声明。为此恩格斯致信德国党的领袖倍倍尔，他站在一般报纸编辑的角度说：“我，作为一个编辑，可以不赞成他们的作法，但却必须承认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你们那里恰恰相反，编辑部却承担起书报检查官的职责，自认为永远是最内行的裁判者，并禁止他们进行诉讼。编辑部当然可以认为，它已把吉勒斯的事告一段落，从它这方面
 可不再提及此人，但是，如果艾威林和路易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编辑部就无权坚持这一
 观点，从而剥夺自己朋友讲话的机会。”（38卷161页）在这里，报刊“一般的公正”原则的思想基础表现得十分清楚：我反对你所说的，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出它的权利。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体上认为阶级、党派的利益对报刊“一般的公正”原则施加了强大的影响，但他们承认存在着一些忠于自己职责的有产阶级的作家和报刊撰稿人，他们真正地出以公心，来全面地表达或反映客观事实的各个方面，不论事实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愉快的。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马克思认为他的许多论点是公正的，因为他在科学上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
 的利益，这只是因为
 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
 。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
 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26卷Ⅱ册12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赞扬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情况的调查员“内行、公正、坚决”（23卷11页），“精确、完备和公正”（18卷261页）。在这样的问题上，若根据他们的阶级出身、政治观点而怀疑他们的公正态度，显然是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庸俗化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际交往中发现，如果要对事物作出较为公正的姿态，就不能为强烈的情绪所支配，最好不要处在矛盾的漩涡之中。1861年，恩格斯认为英国难于对本国志愿兵作出公正的判断，其原因就在于报刊的倾向性过于强烈。他指出：“志愿兵运动缺少一样东西：内行的局外人公平合理的、同时又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志愿兵成了公众和报界的宠儿，以致做出这样的批评是完全不可能的。谁也不会听取这样的批评，谁都会说它是不公正的，……人们用温和的口气提出的任何不偏不倚的意见，都遭到猛烈的谴责。”（15卷274页）他称赞了《泰晤士报》在这个时候的冷静头脑，认为该报的批评“完全正当”（15卷276页）。当自身处于论战之中时，需要有强烈的公正意识才可能作出公正的姿态，这是因为“参加集会和报纸上的论战，而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然会失去清晰的眼光”（36卷20页）。马克思对这点也很清楚，所以他常请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帮助自己判断问题。有一次他致信恩格斯说：“关于这一点你能比我作出更好的判断，因为你是从安静的远方来看问题的。”（31卷128页）

这种情形对于宏观上的阶级关系也是适用的。当一个阶级未介入另外两个阶级冲突之中时，这个阶级看问题容易做到公正。1865年，恩格斯在评论普鲁士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时，谈到工人政党的公正评价问题。他写道：“工人政党在所有使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上都站在直接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静地和公正地讨论这些问题。”（16卷45页）在一些小事情上，恩格斯为保持自己的公正姿态，也努力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看问题。他晚年以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公正地平衡和指导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交往活动。1885年，他正在审阅法国社会主义者福尔坦译的马克思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文稿，又收到了另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拉维涅的译稿。这两个人关系不好，恩格斯为保证自己的公正态度，毅然退回了后者的译稿，他对拉维涅说：“我一页也不容许自己看您的译稿，因为，如果它比福尔坦的译稿好，我难免不把您的某些句子用到他的稿子上，而这对您是不公正的，就是对福尔坦，看来也是不公正的，因为您跟他不和。所以，非常遗憾，为了保持公正，我不能看您的译稿。”（36卷386页）

“一般的公正”是指对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意见都提供同等的待遇。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要求把了解情况作为实现“公正”的前提。1881年，马克思看了《现代评论》杂志刊登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提出了这一要求，他说：“（很不像样，错误连篇，但是正如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前天所说的那样，还‘公正’）。为什么‘公正’呢？因为约翰·雷伊没有断言
 ，我四十年来宣传有害的理论，是出于‘坏的
 ’动机。‘我必需称赞他的宽宏大量！’至少要对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这样一种‘公正’，看来是具有不列颠庸俗习气的下流文人所根本不懂的东西。”（35卷239页）

对工人报刊关于工人运动的报道，恩格斯不仅要求“一般的公正”，而且要求马克思所说的了解情况的“公正”。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就聘请博尼埃为法国时事评论员一事向恩格斯征询意见。博尼埃是位长期住在英国牛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由于不可能了解法国实际的工人运动，恩格斯从“公正”角度看问题，认为他不适宜。他说：“博尼埃为人十分正直，但……他生活在书堆之中，所以很难公正地对现实运动中的各种事实作出比较。……这种素质对于评论时事来说，并不完全适合。”（38卷445页）1893年底，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艾里提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柏林人民论坛报》上发表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重复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际历史的谣言。恩格斯看了以后第一个判断就是认为他“不可能是看过全套的日内瓦《平等报》的”（39卷11页，该报有相当全的国际的正式文件）。他要求艾里提埃做到了解情况的“公正”，写道：“我希望您在着手之前，能找到那些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谰言和伎俩的文件，使您作出公正的判断。”（39卷12页）

对于有明确立场的报刊来说，“一般的公正”似乎是一种束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一般的公正”看作是更为自由地阐述问题并能赢得读者的前提。1842年，马克思在《德国年鉴》上为布·鲍威尔辩护，由于以往赞扬他的文章在报刊上成了主旋律，因而马克思在为他辩护时，有意较多地公布了批评他的文章的内容，这样阐述便产生了一种“公正”效应。他当时说：“既然鲍威尔的品格和学说已成了新闻界的某种神话，那么把对鲍威尔的反对者的评价公之于众，读者定会认为这是公正的吧。”（40卷293页）1844年，恩格斯为法国的德文报纸《前进报》撰写介绍英国的文章，其目的是批评英国宪法，但他在开头部分却是赞扬英国和英国人的成绩和优点，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解释说：“我预先在这里把这些事物列举出来，就是为了使善良的德国人一开头就能确信我是‘不偏不倚’的。”（1卷679页）由于有了这种“公正”的姿态，恩格斯得以在后面的主要篇幅中全面地批评英国宪法，而不给人一种偏颇之感。

“一般的公正”是报刊的一种形式上的总体姿态，就具体的关于事实的报道或描述而言，“公正”则表现为客观，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于是便出现了所谓“客观报道”。它与“一般的公正”几乎同时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报刊界，其特点是：要求实录事实；若有倾向，则流露隐蔽、自然；不造成直接对读者施加观点影响的印象。显然，这是一种客观的形式与主观立场有机统一的报道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赞同客观报道的，马克思把这种方式概括为“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1卷191页），恩格斯则进一步提出了这种报道方式的基本原则，即“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42卷413页）。需要指出的是，与客观报道相联系的是“事实”，而不是“意见”。意见本身可以看作一种事实形态，但对意见的评价，不存在客观与否的问题。恩格斯就此讲过：“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的，——就其本身说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说来，——别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满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则永远既不会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满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谁也不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22卷129～1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一些问题的报道做到客观是比较困难的，但他们同时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客观的。1857年，马克思应美国百科全书编辑之邀，要不带任何党派倾向地撰写一批全书词条。恩格斯就这项工作说：像宪章运动、共产主义、拿破仑法典，“的确，不带‘任何党派倾向’地写这些题目，要比写勇敢的军事家困难一些。在这一方面人们自然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的。”（29卷123页）马克思说：但像李嘉图、西斯蒙第这类经济学家的题目，“无论如何可以写得像美国佬所要求的那样客观。”（29卷126页）显然，他们把对事物的反映分为两类：一类做到客观比较困难，但至少形式上可以做到；一类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做到客观。

客观报道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接受信息时的心理状态。对事实客观地叙述，比先入为主讲出报道者的意图，更易于被接受。它并不完全排斥作者对事实的选择以表达自己的倾向，但限制了作者主观因素在报道的中直接表现。恩格斯曾把这种报道方式和事实公开为政治服务的方式作过一个对比。1854年，他谈到俄国人写的言过其实的报道时说：“一旦作者选用了一种西方语，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欧洲成了法官，西方具有的新闻公开会很快把那些因为剥夺了反对者的答辩权而被盲目信以为真的种种说法吹得精光。颂扬神圣的俄国及其沙皇的倾向依然如故，而手段的选择则愈来愈受到限制。必须更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虽然企图进行歪曲，而这种歪曲通常很快就会不攻自破”（44卷214页）。客观报道不仅限制着主观倾向的随意发挥，而且由于它要求首先注重事实，甚至会自然而然地迫使作者向真事实情靠拢。恩格斯有一次向马克思谈起一本纪实性的书《保加利亚居留记》。他发现两位作者的主观看法由于客观的观察而发生了变化。他说：“作为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人令人吃惊地摆脱了偏见，尽管他们不大懂得经济和政治。但是他们善于观察。他们——至少是布罗菲——是带着倾向于基督教的观点到那里去的，可是他们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32卷343页）。恩格斯还将此书与英国乌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自由新闻》作了比较，指出：“它比《自由新闻》十年来以先知的姿态传布的至理名言所带来的好处要大。”（32卷343页）

由于客观报道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情况，恩格斯主张党内同志学习这种报道方式。他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的通讯说：“我不先看倍倍尔关于某一问题的通讯，从来不得出关于德国各种事件的最后意见。他对事实客观的丝毫不带偏见的描述是很出色的。”（37卷474页）另一方面他批评了该党领导人辛格尔反映情况时的不客观态度。1884年，辛格尔向其他党的领导人转达恩格斯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时，只讲了符合他心意的一部分，而隐瞒了他不赞同的部分。恩格斯得知后指出：“看来，辛格尔这位朋友从我的话里只领会了符合他的观点的东西。在商业方面，人们容易学习这种做法，这有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和在科学上一样，还是应该学会客观地看待事物。”（36卷259页）

商业为推销商品，只对商品优点的一面大加传播，通常是不讲缺点的；而在转达意见或报道新闻时，不论传播者持什么立场，这种非客观的做法归根到底不会对当事一方有利。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为了镇定法军的情绪，坚持不向自己的军队讲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方面，战争爆发后法皇才意识到要纠正以往的做法，但为时已晚。恩格斯就此曾批评说：“兵士对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什么印象呢？固然，法皇在最后的时刻告诉了他的兵士，说他们将同‘欧洲最好的军队之一’交手，这当然很好，但是在多年来一直向他们灌输了轻视普军的思想之后，这些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17卷42页）当恩格斯看到一位法国战地记者客观地描绘了普军实力情况的报道后，感慨地说：“如果在战前，哪怕派一个这样诚实的记者到德国去，那末对法军该是多么有益啊。”（17卷47页）

对历史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要求客观地看待。马克思希望新闻记者“不会由于成见或出于党派的考虑而对历史真相保持缄默”（29卷517页）。恩格斯强调：“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8卷76页）。但是同时，他们在总体上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恩格斯在报道1848—1849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便表明了这种既有立场又坚持客观报道的态度，他写道：“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马扎尔人
(18)

 一边。但是，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倾向性影响我们对马扎尔人报道的判断。”（43卷186页）


 六、报刊的监督职责

报刊广泛而公开的工作特点无形中赋予了它一种社会监督的职能，这种职能尤其有利于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政治斗争时经常借助于报刊的这种职能，因而他们十分看重它，从政治角度将它视为报刊的一种首要职责。1849年，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辩护时曾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6卷280页）。1859年，德国报纸《总汇报》发表了揭露波拿巴间谍卡·福格特的文章后，马克思致信该报说：“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
 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14卷755页）这里讲的“首要职责”，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时的一种强调，与他们从报刊职业角度谈报刊的基本职能有所不同。他们对报刊社会监督职能的论述很多，谈到的具体事例约有200处，表现出他们对报刊工作特点的谙练。

关于报刊社会监督的特点，马克思多次作过形象的比喻。在《莱茵报》工作时他说：“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随时睁开的眼睛。”在《新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再次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
(19)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文版中的“使命”、“职责”，德文原词是Beruf（英文对应词是calling），现在一般译为“天职”。这是西方现代新教各民族所共有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它包含有对尘世日常行为的积极评价，即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上帝能够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
(20)

 因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所说的内容带有一定的神圣意味。新教是奠定世界交往意识的宗教形式，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来说，新教是一种巨大的观念上的进步。马克思曾把传播新教精神规定为《莱茵报》的任务之一，他写道：“《莱茵报》是把北德意志精神——新教精神引进莱茵省和南德意志来的第一家莱茵的和整个南德意志的报纸”（40卷31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Beruf这个词汇，表明他们对这个问题看法上的严肃性。既然把一种职能看作职责，那么它也就是一种权利或义务，他们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把报刊社会监督的职责看作是报刊特有的一种权利或义务。

报刊作为当时最广泛的公开的交往媒介，以特有的方式对社会的监督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这种特有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它归结为两种基本表现：第一，再现社会状况，尤其是令人不满意的部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此马克思指出：“报界不仅要撇开个别人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证明这种信念的实质是合理的，难道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责任
 吗？”（40卷307页）这种表达本身亦是一种对人民的保护，所以他进一步说：“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6卷277页）第二，评论（主要是批评和揭露）权力组织、社会活动家（主要是当权政治家）的言行。对此马克思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5卷203页）“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
 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
(21)

 特别是第二点，马克思又将它称为报刊的“揭露职责”（6卷275页），他和恩格斯论述得更多一些。

自然，报刊揭露的前提是人们“未知”，这也是报刊工作时效特点所要求的。所以恩格斯说：如果报刊只能报道已经公开的事情，那“就是说，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6卷280页）。马克思也说：“只允许根据官方文件或者已经做出的法庭判决来进行揭露。如果是这样，那何必要报刊post festum［放马后炮］，在已经宣判之后来揭露呢？”（6卷275页）对当权者来说，自然愿意听到赞扬而不是批评，但赞扬与批评是相辅相成的，就如马克思引证的一位农民代表所讲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指责的权利，他的赞扬也是没有价值的。”（2版1卷200页）

他们不仅充分肯定了报刊的监督职责，而且对它的产生进行了论证。首先，现代出版自由的交往政策提出了报刊履行监督职责的要求。在这种交往政策确立之前，这种职责是不被承认的，恩格斯叙述了这种情况后指出：“但是，自从获得出版自由时起，官员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举世周知的事情；这就根本改变了整个情况。”（6卷281页）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也作了同样的论述，他说：如果报刊进行揭露就要受到刑惩，那么，“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当不能让公众蔑视理应
 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5卷272页）鉴于出版自由与报刊履行监督职责的密切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报刊工作的环境条件，因为在专制的书报检查下，“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2版1卷125页）而在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即使是暂时的自由环境，也会大大显示出报刊社会监督的威力。恩格斯曾回顾过普鲁士历史上曾有过一定出版自由的短暂时期，他写道：“骚埃尔兰德的和其他地方的庸人们告诉我们1815到1819年这四个有出版自由的年头里所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们的丑事和丑行怎样全被报刊公布于世，……”（4卷248～249页）

在专制制度下，报刊的职责或义务是被当权者规定了的。1852年，普鲁士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讲到普鲁士报刊被规定的职责，他说：“科伦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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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欺骗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谨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14卷451页）在专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寄希望于出版自由条件下的英国报刊。他们写道：“因此揭露在欧洲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违法和迫害行为这样一个光荣的义务，就落到英国报刊身上了。”（8卷241页）显然，报刊能否履行监督职责，最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环境。尽管资产阶级代议制下的出版自由是有限的，但这对于普鲁士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来说，实现出版自由是交往政策的一个巨大进步。

其次，报刊监督职责的产生是人民参与意识强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走上社会时，人民参与政治已经在德国提上日程，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却认为，一切人都有权以自己的知识和意志参与国家事物的讨论和决定，“这一看法是想给国家机体规定没有任何合理形式的民主因素”。马克思反驳说：“确切地说，民主要素应当成为在整个
 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乎理性的形式
 的现实要素。”（2版3卷144页）在这个基础上，他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明了报刊监督的权利，指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40卷352页）恩格斯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怎么能够做到既要谴责某一事物，而又措辞温和，不想使别人相信被谴责的事物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不想以此煽起别人的不满呢？”（41卷330页）在他们看来，报刊的监督，就是以它特有的方式来唤起人们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以便改造世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他们重视报刊提供的各种揭露材料并加以充分利用时对报刊作用的既定认识。

最后，报刊不是当权者又不是人民本身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它可能履行社会监督的职责。1843年，马克思就此说：“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报刊是带着理智
 ，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
 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
 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2版1卷378页）。这里他讲得简单了一些。实际上，由于报刊自身处于社会的阶级、党派、集团的相互关系中，它的社会监督职责是在各种关系的相互钳制下以曲折的方式反映出来的，不会表现得那样纯粹。马克思在后来的报刊监督实例分析中指出了这一点。

报刊的社会监督并不能直接解决任何问题，它的力量在于传播的广泛和公开。公开本身会带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或鼓舞或压力。就反映人民呼声而言，马克思谈到过《莱茵报》报道摩泽尔河地区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生活状况后的效果，他说：“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
 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2版1卷378页）显然，报刊监督在这方面的效果是精神性的，通过公开事实而使当事的人民减轻精神上的痛苦。

就评论权力组织和当权者而言，马克思引证过《泰晤士报》的一段话，这是在公开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签订一项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英国的条约后讲的。该报说：“我们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自命为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在这些通信公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11卷75页）这种公开的压力在政治上有时可以造成权力组织的更迭和当权者的下台。1847年法国《新闻报》对七月王朝的揭露就产生了这种效果，恩格斯回忆说：“那时，《新闻报》（日拉丹主编）每天都刊登揭露某种丑闻的新材料，或是一家别的报纸对他的一些指责进行的回答；这样一直继续到路易-菲力浦被打倒。”（38卷543页）“揭出那些丑事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狡猾的艾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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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预料。”（36卷684页）自然，公开的批评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需要勇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同秘密行事的批评家的品格相比，公开说话的批评家的品格从一开始就应该受到不抱偏见的人们的更大尊敬。”（2版1卷124页）

报刊的社会监督实际形成一种社会制衡力量，对于抑制违法和侵权是有效的。恩格斯在报道英国军队现代化进程时谈到报刊的这种作用，他说：“兵士受到报刊的注意，对部队行善之风在高级军官中不久也成为时髦了。人们竭力使兵士的生活变得愉快一些”（15卷660页）。他还谈到瑞士的幽默报纸《全景》，由于它敢于揭露政府要员的违法行为，“直到如今，伯尔尼的要人们都还心惊胆颤地等待这家每星期六出版的新报纸。”（6卷212页）这种情形迫使当权者在言论和行动方面都必须考虑到报刊的监督，因而马克思说：“在立宪国家中，都有细心听取反对派报纸的意见的usus［习惯］”（5卷526页），这是一种“立宪惯例”（6卷265页）。甚至复辟了的封建王朝也不可能改变它，马克思在谈到法国时说：这是“任何一个法国复辟时期的内阁都不曾否认过的权利”（5卷204页）。

这种权利的意识在报刊工作中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意识。1857年，马克思报道丘克斯贝里市的地方报纸揭露前任该地议员汉·布朗盗窃英国皇家银行7万英镑时，曾谈到这种意识与报刊行动的关系。他写道：布朗“以郡的调解法官的资格，依法严办了一个偷了少量马铃薯的穷车夫，并且向犯人作了令人作呕的说教，说什么最糟糕的就是辜负信任。丘克斯贝里的一家报纸认为自己有权利借这个适当的机会，批评一下英国制度的那种使大贼成为小贼的审判官的特点”（12卷213页）。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也把报刊看作是可以实行社会监督的机关。在克里木战争中，由于军政官员的严重官僚主义，致使数万名士兵在前线忍饥挨饿，没有医药，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报道的情形：“各级军人，从上校到普通兵士，都在破坏纪律，每周给伦敦报纸投寄上千封信，并大声疾呼地向社会舆论控诉他们的长官的行为”（10卷623页）。如果报纸没有社会监督的作用，当然不会引来如此多的来信，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有这种意识。1872年，恩格斯论证英国的住宅问题时引证了《泰晤士周报》记者的采访，在一个肮脏的地下室工作的理发师对记者说，“他如果会写作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18卷293页）这位不识字的理发师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前提是认为报纸能够在这方面实行社会监督。

运用报刊的社会监督权利或以这种职责相威胁，是马克思的重要斗争手段。1859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手稿寄往普鲁士的出版社，就此事他告诉友人：“我想，普鲁士政府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不至于对我的手稿采取不正确的做法。否则，我就在伦敦的报纸（《泰晤士报》等等）上掀起一场恶魔似的风暴。”（29卷555页）1875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法文版最后一个分册由于出版社的新经理政治上与法国当局有联系，迟迟不予出版。对此，马克思警告说：“如果法国政府想要出丑的话，我同欧洲新闻界有许多联系，可以像它所希望的那样，为它效劳。”（50卷459页）类似的话，在马克思著作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一次，因为怀疑瑞士当局违法检查了寄给他的邮件，他一连开列了九家报纸的名称，扬言要在上面进行揭露，并准备写专门的小册子。可见，马克思关于报刊具有监督职责的信念是相当牢固的，并且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所提到的报刊，绝大部分是有产阶级的大报刊，因为它们的销量多，影响大，能够发挥的社会监督作用也大。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报刊的阶级和党派属性与它们履行监督职责并不是经常发生矛盾的。他称赞过履行了这一职责的德国最大的报纸《总汇报》，该报在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保守派，并且多次攻击过他，但他仍然称它为“由于揭露福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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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做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14卷516页）。

报刊再现社会状况和揭示违法行为是它们职业范围内的事情，因而报刊职业和监督职责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如果报刊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丰富及时，不仅读者欢迎，对报刊也有利。所以，在不涉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不论出于何种具体的动机，报刊都在积极地自觉不自觉地履行着社会监督的职责。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这方面的事例相当多。恩格斯曾报道过德国一家地方报纸《不来梅杂谈报》的日常内容，写道：“如果排水沟没有打扫干净，——那么最先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就是《杂谈报》。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相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称为不来梅的上帝。”（41卷104页）地方性的报纸习惯于这样做，大都市的报纸更是如此。1854年，伦敦市计划沿泰晤士河修一条新的马路，这条马路预定要从巴克鲁公爵的别墅边上绕过。由于他的反对，这项工程竟半途中断七八年。就这件事，马克思摘引了伦敦最大的有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和工人报纸《雷诺新闻》的揭露文章，并指出：“这里的报刊碰到这种情况是不会客气的。”（15卷551页）

这种“不客气”不仅表现在这类社会事件上，也表现在政治评论中。例如马克思引证英国《晨报》（一家小酒店主的报纸）对议会的评论：“英国议会又开会了，并且第一个晚上就在一阵笑声中散了会，这种笑声比痴子对着父亲的棺材开的玩笑还令人作呕。”（11卷20页）再如《泰晤士报》对英国宪法的评论：“不是内阁，甚至不是下院，而是不列颠宪法在受审判。”（11卷78页）这样的话不能算作诽谤，因为报刊有权不客气地评论时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环境中的报刊，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监督意识，当沙文主义的将军布朗热被狂热的25万巴黎选民补选为议员后，最大的有产阶级报纸《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组文章揭露这个主张军事专政的人。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该报的揭露，对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说：“《费加罗报》对布朗热的揭露，想必是毁灭性的——您是否能把它们寄给我？这对1889年1月上了这个假伟人当的二十四万七千或二十七万四千糊涂人来说，真是太伤心了。”（37卷447页）恩格斯多次由于报刊进行的揭露而感到兴奋。1892年，当法国的一些当权者参与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诈骗案一事被报刊揭露时，他在几个月里兴奋不已，贪婪地读着每天的报纸。在通信中他写道：“请您常寄报纸来，使我能够随时了解巴拿马事件的情况，这是很重要的。”（38卷521～522页）“我每天早晨阅读《每日新闻》和收到的一些法国报纸时，又有全然置身于47年之感。当时，人们每天早晨也期待着有新的丑事被揭露，而且很少落空。”（38卷536页）

如果分析众多报刊履行监督职责的事例，那么除了一般的社会公正和道义感外，报刊本身的利益以及报刊与阶级、党派的关系都会对揭露具体的问题产生强化或弱化的影响。马克思在谈到报刊监督职责时，充分注意到各种经济、政治因素对报刊的牵制。

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各阶级和党派的报刊如果出现较为一致的对当权者进行揭露的现象，马克思总是首先从各阶级、党派的利益关系上去观察问题。例如就法国二月革命前夕众多报刊对七月王朝的揭露，他指出：由于金融资产阶级的腐败，“人民大声疾呼：《[image: ]
 bas les grands voleurs! [image: ]
 bas les assassins!》［‘打倒大盗
 ！打倒杀人凶手
 ！’］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利益受到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La daynastie Rothschild》［《路特希尔德王朝》］、《Les juifs rois de lépoque》［《高利贷者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揭露了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统治。”（7卷15页）这里有社会公正心、激昂的情绪在起作用，但最终使当时法国各阶级的报刊（包括最反动的复辟派和最革命的工人的报刊）几乎一致地抨击当权者的原因，是他们各自的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这是一种从宏观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对问题的观察。

当然，在政治问题的评价上，马克思也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1853年，英国阿伯丁内阁企图作出驱赶部分大陆流亡者的决定，这时，在报刊上便出现了马克思讲的情形：“伦敦的一切报刊都同声愤斥阿伯丁和上院。《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
 。”（8卷627页）他分析了原因，指出这是由于该报编辑部里有几个被普鲁士大使馆收买的德籍人，“他们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8卷630页）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使用“阶级”的大字眼说明《泰晤士报》的表现，显然帽大题小了。

影响较大的政治性报刊，通常与一定的阶级、党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可以对其他阶级、党派实行监督，但不会批评有联系的阶级、党派。但是，当报刊自身利益或声望受到威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摆出报刊监督的姿势。1855年初，英国许多报刊揭露了内阁对俄国进行“封锁外交”的内幕，而《泰晤士报》是为之辩护的。然而很快该报就改变了调子。马克思分析说：“《泰晤士报》也……对内阁的‘封锁外交’进行激烈的攻击。印刷所广场的雷公的特点是他的雷总是post factum［事后］才响。从1854年3月26日到今天，《泰晤士报》一直为‘封锁外交’辩护。现在当它掀起的喧声已经不可能阻碍内阁的措施，同时又给自己带来声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有先见之明了。”（10卷649页）可见，报刊的社会监督职责经常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通过各种并非纯正的动机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在代议制下，不少报刊有党派背景，它们一般不会批评与之联系的党派，但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党派，报刊的社会监督职责是在总体上得以实现的。由于党派的不同利益，1858年短时上台的英国得比勋爵内阁的报刊揭露了帕麦斯顿内阁“秘密外交”的部分内幕。对此，马克思作了如下报道：“仇视秘密外交的那部分伦敦报刊，对得比勋爵内阁揭露外交阴谋内幕的大胆措施表示祝贺，而天真热情的《晨星报》甚至宣称联合王国开始了国际政治的新纪元。然而，动听的赞扬声立即被尖锐而愤恨的批评声压倒了。反内阁的报刊狠狠地抓住了这一‘故意铸成的大错’（这是它们对这一措施的称呼）。”（12卷705页）两派报刊的相互揭露，反而使统治阶级的整个外交内幕被公开，受到社会的监督。马克思揭示了这种现象，并认为它对工人运动和了解真实的社会问题是有利的。例如关于工人状况的揭露，他写道：“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23卷741页）《资本论》有关工厂工人受剥削的情况和农业工人受剥削的情况，就是分别从托利党和自由党的报纸上获得的。

为了维护国家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有时一个国家的报刊会对涉及这种利益的事不予揭露，但世界交往造成了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监督。1870年，英国政府迫害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英国报刊对此默不作声，甚至持支持立场，而法国的报刊由于与此事没有利害关系，则尖锐地揭露了英国当局对爱尔兰政治犯的非人虐待，于是形成了马克思讲的国际报刊的社会监督现象。他写道：“英国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
 ，而且整个大陆上的人们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32卷657页）

在许多问题上，报刊履行社会监督职责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有时追求耸人听闻是主要的，辅以一定的党派动机，像马克思谈到的自由派报刊发表童工问题调查报告即是这种情况。他说：“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23卷764页）而更为一般的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几乎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动机，恩格斯说：这是由于“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2卷57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应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方面表现出大公无私和毫无顾忌，因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忌，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21卷353页）。他们主持的《新莱茵报》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对敌人，该报的揭露毫不留情；对中间派、同盟者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缺陷，报纸的揭露同样毫不留情。《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副标题出版的，然而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分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5卷410页）1848年7月，《新莱茵报》编辑部收到了巴黎寄来的两份稿件，都揭露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尽管马克思是巴枯宁的朋友，但报纸为履行监督职责，还是发表了这一揭露。马克思认为：“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应该表现出高度警觉的。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9卷322页）而当巴枯宁在其他报刊上发表反驳声明，《新莱茵报》也全文转载。巴枯宁曾为此事派他的朋友科斯策尔斯基来科伦向马克思转达决斗的挑战，马克思在回顾这件事时写道：“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
 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
 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30卷492页）事情清楚后，马克思和巴枯宁恢复了以往的友谊。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马克思履行报刊社会监督职责的牢固信念和大公无私的革命胸怀。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报刊的社会监督职责，但也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各种交往中的问题，如攻讦、诽谤等等，为此他多次斥责过“不负责任的报界”（15卷463页）。对这种情况，除了诉诸法律外，他更诉诸人民。他写道：“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
 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2版1卷353页）“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2版1卷195～196页）马克思把自由报刊比作玫瑰花，他希望在看到报刊的各种短处时，对报刊的社会监督作用（玫瑰的刺）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予以肯定，他说：“请想一想，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要玫瑰的刺，就采不了玫瑰花！”（2版1卷179页）


 七、报刊经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主要从政治角度考察报刊，但也经常“单纯从出版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38卷535页），对从事报刊工作的人员来说，他们还把它看作是一个“谋生领域”（34卷455页）。马克思就他主持的《新莱茵报》说：“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七千塔勒
(25)

 以上”（27卷524页）。在报刊的物质基础方面，他们多次讽刺过那些认为无中可以生有的幼稚想法。法国的蒲鲁东曾设想经过“交换银行”的计算弄出钱来创办他的《人民代表》，恩格斯讽刺他“企图不依靠资本、而借助于不亚于轻视三重规则的计算的计算来出版《人民代表》日报”（6卷670页）。傅立叶主义者办了一家《和平民主日报》，尽管他们憧憬着老师傅立叶设计的乐园“法伦斯泰尔”，但是没有资金报纸是办不成的。当该报欠下恩格斯的朋友魏尔1000法郎稿酬时，恩格斯讽刺道：“这家报纸看来是发生了某种严重的危机，到了无法用现金支付的地步，而小魏尔是个道地的犹太人，不会因得到由未来的第一个法伦斯泰尔承兑的期票而罢手的。”（27卷38～39页）一向以自己的“精神资本”自吹的德国政论家海因岑，在美国与人合办了一家报纸，结果因缺乏物质资本而停刊，马克思不无讽刺地写道：“倒霉的海因岑宣称，奥托已经将自己的资本抽回，剩下的只是他自己及其精神资本，而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27卷349页）

首先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同时用前者的成功使经营上有所收获，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工人报刊事业的两方面目的。1850年，他们就新创办的《新莱茵报评论》写道：“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7卷600页）1895年，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获得了这两方面成功时，恩格斯高兴地说：“关于报纸的情况使我们很高兴。政治上的
 成功是主要的，财政上的收获会随之而来，而且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只要前者有保证的话。”（39卷415页）

报刊要正常运转，必须筹得一笔数量较大的资金，这是创办报刊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的主要问题。1866年，马克思就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共和国》的经营提出意见，他批评报纸主持者的非经营者的眼界，指出：“这些先生毫不吝惜好心的忠告和喃喃的怨言，却十分吝惜现金，所以报纸一星期一星期地苟延残喘。读者的范围每星期在扩大，但是一家便宜的报纸即使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也至少必须有一年的资金。要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成本，那是完全不可能的。”（31卷211页）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创办报刊的工作，也发出过类似的指示。他说：“要进行鼓动工作就得让公众看得见你们。有一万法郎，你们便能够长期办一份周报，而这笔钱你们应当弄到。”（36卷627页）他们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评论》，首先把重心放在筹集资金上。署名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就此指出：“《新莱茵报》在各方面都有着取得成功的最好的前景，但是这里也遇到了经费问题，在办报初期，如订户和广告的数目还不能保证报社的经营，就必须筹集弥补开支所需之经费。为此就需要三万塔勒的资本”（43卷489页）。新莱茵报公司便是为此目的成立的。这是一个有相当完备章程的报业经营公司，章程共46条，涉及经营和经营法律领域的所有问题。《新莱茵报评论》创办时没有条件成立经营公司，但招股启事所开列的经营条款已经包括了一家刊物的经营公司章程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这两个报刊，采用向社会招股的方法筹集资金。《新莱茵报》预备筹集的资金分为600股，每股50塔勒，股金可以分期缴付；《新莱茵报评论》预备筹集500镑，而每股只有50法郎，这样就使不大宽裕的人也能入股。采取这种措施，使得报刊吸收股份的能力加强。

在资金的最初使用方面，他们注重将所获利润的相当部分投入再生产。《新莱茵报》支付股东利息后的剩余中，“以百分之十作为准备金，用于额外开支、改进报纸和出版特刊”（43卷498页）。《新莱茵报评论》则计划将利润全部转入资本，由月刊转为周刊以后，利润的三分之一仍作为准备金。

一笔较大量的资金解决的是报刊开办的问题，发行量和广告，则是报刊在自身发展中的物质保障。早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巴黎的德文《前进报》工作时，就注意到报纸的发行问题。除了在熟悉的人当中推销外，恩格斯还要求把报纸寄给啤酒店，因为那里是工人群众聚集的地方，有可能扩大订户。他致信马克思说：“让发行所把样张寄给爱北斐特……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小酒铺）老板迈耶尔……科伦方面，我看可寄给……啤酒店老板勒耳兴”（27卷8页）。马克思谈到英国工人报纸《人民报》时，也很看重它的发行量，指出：“《人民报》销路上升，最近一段时间里物质上有了保障。”（28卷247页）1859年他参加伦敦德文《人民报》的工作，多次谈到发行与广告问题。他为报纸增加订户而要求恩格斯提供有特色的文章，他说：“不要忽视这一点
 。有了独具风格的关于战事的文章，就能够在伦敦至少多获得五十家订户。”（29卷421页）他还计划用广告维持报纸：“如果正确经营（现在这种经营刚开始，几个星期后才能看出结果），只靠广告就可以维持这家小报。”（29卷444页）1865年，他与友人谈到《共和国》周报时，同时指出了发行量与广告对报纸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说：“它的发行量虽在增长，但是你是知道的，一种便宜报纸至少需要有两万订户，而且只有刊登大量广告才能收支相抵。而《共和国》创办不久，还没有这些必要的条件。”（31卷519页）

《新莱茵报》为扩大发行量提供了经验。马克思尽可能让出版地的中上层进步人士都成为股东，并请他们的代表当征股联系人，以他们的身份和威望征集同一阶层的订户。同时，他与发行人、承印商合作，使科伦几乎所有啤酒店放置了报纸的征订单，这是当时征集下层群众订户最好的方法。此外，科伦的街道上还到处张贴着报纸出版的广告。报纸出版的当天，科伦的报贩也被发动起来，使报纸很快传遍全城。由于报纸编辑部与各地的联系，报纸逐步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各地邮局都设立了收订站，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不到三个月，《新莱茵报》的订户达到5000家，这已是当时大报所能达到的发行量了。由于报纸的革命倾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订户纷纷退订，但报纸依靠已有的广泛联系，在下层群众中不断扩大订户数，使发行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到近6000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办报刊，主要承担报刊的编务和写作工作，因而与可靠、能干的报纸发行人（经理）合作，对报刊工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与报纸发行人奥本海姆就相处得较好，这是该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莱茵报》时期，报纸发行人是科尔夫和瑙特。报纸经营前期科尔夫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后来他与马克思发生矛盾，报纸的经营主要由瑙特负责。瑙特的工作很尽心，《新莱茵报》的善后工作及全部账目，马克思都托付给了他。马克思称他是“《新莱茵报》的正直的老经理瑙特”（27卷532页），并在报纸停刊后声明：“我的全权代表是科伦的斯·阿·瑙特。”（27卷523页）在《新莱茵报评论》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请他们的朋友施拉姆担任发行人，工作配合得很好。1859年，马克思参加伦敦德文《人民报》的工作时，把挑选发行人和筹集资金看得同等重要。他说：“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信赖的’发行人，首先是没有钱。然而最近几号却几乎销售一空，如果能弄到资金，雇一个多少可靠的发行人，那末报纸就能办下去。”（29卷429页）

对于广告，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代表出版物呢？土地不会说话，会说话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因此，土地必须以智力的形式
 出现，才能表达自己的要求；……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的讲求功利的
 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自由的
 智力当然是不同的”。（2版1卷339页）在这里，他通过报纸广告与出版物的区别，说明了广告是某种利益（例如土地贵族的利益）的智力表现。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反对报刊完全依赖广告为生。但在广告与编辑方针分开的前提下，他赞同报刊刊登广告，并把它看作报刊的重要收入之一。在《新莱茵报》上，每天都可以读到详细的广告价目表，以及“本报具有广泛的联系，各种广告都能广泛传播”（6卷684页）这类招揽广告的用语。恩格斯也认为，广告对报纸来说有实际的作用。他说：“许多股份公司（它们的广告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占了六页，它的这一栏可望超过《泰晤士报》）以及此外还有五十到八十家外国铁路公司、金矿公司、轮船公司等等，都不会忘记发挥自己不可避免的作用。”（28卷201页）恩格斯要求工人报刊也适当地重视广告。有一次，他就法国工人党的报纸问题婉转地批评道：“今天《人民之路报》的最后一版看来相当怪，整版都刊登《漂亮的朋友》，没有任何广告。我觉得，一次登得实在太多了。”（36卷607页）

广告本身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精神交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肯定的。马克思多次为自己和别人写过书的广告。为了推销书，他认为“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28卷563页）。有一次，他为一位匈牙利军事工程师的书起草了一篇广告，请恩格斯加以润色。他在信中写道：“你在我给你寄去的东西中会发现一篇广告草稿，介绍老赛雷耳梅伊著的一部附有插图的描写会战的书。他希望把这个草稿略加润色并译成英文广告，为此他答应送给我们每人一册。我认为干一次这种叫卖小生意值得。”（28卷58～59页）马克思还饶有兴趣地谈到英国工人刊物《寄语人民》（琼斯主编）和《人民之友》（哈尼主编）对自身的广告宣传形式。他对恩格斯说：“厄·琼斯大登广告来宣扬你的通讯，当然没有提你的名字。他是由于哈尼的竞争而不得不采取这种市场叫卖方式的；天晓得哈尼从哪里弄到了钱，搞了些大广告车在西蒂区游行，上面写着：‘请看《人民之友》！’他的报纸在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商店里都陈列出售。”（28卷25页）恩格斯也认为“广告手段”在信息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海涅就是利用广告冲破了对他著作的查禁，恩格斯就此写道：“由于联邦议会连海涅的未来的著作都加以查禁，海涅不得不采取一切广告手段来保证自己的作品的销售”（36卷695页）。多年的经商使恩格斯养成了注意广告的习惯，有一次一位朋友不熟悉轮船广告，他马上告之：“至于这些邮船的营业所的地址，从任何报纸的广告中都可以看到，每条广告都有当地营业所的落款。”（28卷531页）1853年，为了给马克思的秘书皮佩尔找份工作，恩格斯翻阅了许多报纸的招聘广告，寄给了马克思。

报纸在竞争中能够处于有利位置，采用新技术是一项重要措施。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时，十分注意不断改进报纸的技术状况。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拿出自己的钱购买了新式印刷机。当时《新莱茵报》的传单这样写道：“本报由于资金大量增加，将扩大篇幅出版，并且因为我们最近准备采用新型的快速印刷机来印刷，本报会比以往更准时地分送给订户。”（5卷598页）1859年，马克思积极支持《人民报》在霍林格尔印刷厂印刷，其原因就如他所讲的：“它会给《人民报》带来好处，因为霍林格尔那时将用机器印刷，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手工印刷。”（29卷453页）对于报刊业设备更新的趋势，恩格斯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的因素。1891年他写道：“如果德国的企业主们不是蠢驴，他们现在就会采用排字机，纽约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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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大报社都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机器了。”（38卷242～243页）

恩格斯凭着他多年的经商经验，经常指导着众多的工人报刊的经营。1851年，他和马克思共同的朋友魏德迈准备在美国创办《革命》周刊，但没有经营经验。恩格斯对马克思说：“魏德迈在生意经方面，似乎还有些‘嫩’，在这方面我将给他一些必要的指点。”（27卷414页）例如刊物纸张的使用，恩格斯将大洋两岸的费用情况进行了比较，供魏德迈权衡利弊：美国的“印刷费太大了。如果我们在伦敦印杂志，每印张花五英镑就行了，就是说未必比你应付的钱更多。但是你们那里的纸张应该便宜些，因为这里的纸张每磅要课一个半便士（三分）的国内税。关于价格问题，你向你们那里的纸张批发商打听一下，并告诉我们”（28卷531～532页）。

在工人运动的早期，人们没有把报刊当作企业经营的习惯。随着工人运动的壮大，工人报刊逐步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工人报刊生产的商品意识被提上了日程。这一变化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周报《人民论坛报》的遭遇使恩格斯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评论该报主编克利盖说：“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管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27卷73页）从此，恩格斯经常提醒各国工人报刊的领导人意识到报刊经营问题。

有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张口要求恩格斯在伦敦为他们筹办一张报纸。对这种幼稚的想法，恩格斯告诫他：“你应当知道，伦敦比克里米乔大多少倍，在这里创办报纸就要困难多少倍，为此所需的经费就要多多少倍。如果你能提供约一万英镑给我们使用，我们就能为你效劳。”（33卷247页）在他的多年指导下，德国党逐步形成了企业性经营的党的报刊体系。恩格斯逝世前夕，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已经能够每年为党提供5万马克的利润了。

法国工人党也经历了这样的认识过程。1881年，法国工人党得到了5000法郎，他们没有经营意识，立即就创办了一份大型报纸，很快该报又垮了台。恩格斯指出：“我事先就同他们讲过，他们的五千法郎（如果有那么多的话）只够出三十二号。如果盖得和拉法格（工人党领导人——引者注）硬要在巴黎得到个报纸的葬送者的名声，我们也没法阻止他们，……但绝对必要的是让这些先生们最后学会好好使用自己的经费。”（35卷219～220页）1890年，当恩格斯得知法国工人党还有人坚持不要报酬的早期传统时，他气愤地说：“办一份编辑不领报酬、记者不领报酬、任何事情都不给报酬的日报，这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你为你的工作索取报酬，马上就会被由你办的报纸踢出去！”（37卷331页）第二年，法国工人党的报纸开始收支平衡，甚至还有了一些余额，恩格斯听说后很高兴，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份收支平衡的周报。此外，编排也很好。”（38卷25页）1894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准备改为日报，为支持这一计划，伦敦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银团，贷款5000佛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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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该报。恩格斯亲自为报纸草拟了《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并交代如何经营报纸，使这笔资金使用得当。

马克思是经济学家，恩格斯有20年从商的经验，他们对报业经营是内行而不是外行。只是由于政治上遭到种种迫害，才使他们创办的质量很高的报刊被逼得破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人们误以为他们在报刊经营方面是失败的，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论述。实际上，他们的论述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报刊经营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这是一份不应忽视的思想遗产。


 八、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有一段关于报刊内在规律的话很著名，写于1843年初。他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2版1卷397页）这段话1956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0页的译文存在明显误译，原文是：“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最后一句话的含义，由于俄文版就对德文理解错了，造成中文版出现同样的错误。我查对过德文版和俄文版，根据德文原文，对中译文产生过怀疑，由于没有把握，还是原文照引了。现在的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直接根据德文翻译，意思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从内、外两方面谈到尊重报刊的内在规律：对于报刊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说，不应为了政治需要或经济利益而不遵循报刊的工作规律；报刊外部，更不能强加给报刊职能以外的要求。

这是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报刊的内在规律，但在“内在规律”（innre Gesetz）处加了着重号。其意义在于，他确认报刊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独立的工作特点。如果深入研究，应当分析它的着重点，即承认报刊有自己的工作规律，并要求内、外两方面都不应强加给报刊工作特点以外的要求，或摒弃报刊的规律。我们的研究重心应是马克思这段话的思维特点，而不宜把精力放在替马克思编织若干条“规律”上。马克思并没有准备谈具体的“规律”，可以把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

这段话的第一句，马克思使用了报刊的“使命”（Beruf）这个概念，它应当引起注意。本章第六节已经讲过，它带有神圣的意味，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说明报刊，也就把报刊工作视为一种职责，一种必须完成的天职，报刊工作者应自主地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在这段话里，确认报刊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是报刊履行自己使命的依据和前提。为了说明报刊具有内在规律，马克思用植物的生长作了类比，这显然是受到当时浪漫主义作家们的影响。他后来把艺术的发展比作植物的不同季节，说明货币转换为资本时使用“生长是树木固有的属性”（26卷Ⅲ册517页）和“梨树的属性是结梨子”（26卷Ⅲ册510页）这样的比喻，这些都是马克思使用的同一类习惯语。这样的类比表明，马克思强调规律的自然形成和不可逆转的特点。再看他所使用的“规律”（Gesetz）这个名词（与英语law对应），其第一个含义是“法律”，而不是尺度、标准等其他也可以译为规律的名词，马克思显然强调了报刊规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内在规律”这个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经常使用，通过研究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了解他关于内在规律的基本认识。马克思在谈到价值规律时写道：“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25卷995页）这说明，某一事物的“内在规律”并不是一目了然、明摆着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以各种偏离的形式出现，规律表现为宏观上的特点。所以马克思又说：“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25卷181页）

由于规律是以隐蔽的、不知不觉的方式发生作用，因而马克思把认识规律视为一种科学的工作。他说：“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25卷349～350页），“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25卷209页）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研究规律的基本方法：从偏离中把握规律。事实上，他关于“有机的报刊运动”、“一般的公正”、“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等等论述，便是从报刊活动的各种偏离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现象。这样的规律性现象的纯粹表现，在现实的报刊活动中是不多见的，因为报刊会受到各种因素如经济利益、阶级与党派、文化传统、报刊工作者自身的智力水平等等的影响。但是，从许多报刊运动的偏离中，人们只要仔细想想，都可以隐约感觉到马克思所概括的这些报刊运动的特点。

在马克思的那段话中，为了保障报刊内在规律正常发生作用，他强调良好的报刊工作环境，认为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从马克思关于报刊工作条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出版自由的环境条件能够使报刊较多地表现出自身运动的规律，而专制主义的新闻政策，则几乎无法使报刊正常运转。因而，马克思十分看重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报刊所表现出来的些微独立性。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中，报刊原则上有了活动自由，但仍然会受到金钱的制约。他谈到有一定出版自由的法国时说：“法国的报刊决不是过于自由，而是不够自由。虽然法国报刊不受精神方面的检查，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方面的检查，……它被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领域，引进了大规模商业投机的领域。”（2版1卷182页）由于这种情况，即使在出版自由的环境条件下，也必须透过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报刊的交错影响，才能把握报刊运动的规律。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研究报刊的方法，而不是将他关于某一具体报刊的分析固定化。凡是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只有这个意识十分清晰，才不会出现“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的迷误。

马克思同时强调的内部人员不应摆脱报刊的工作规律，从他大量的批评性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是指报刊不遵循工作规律而屈从于外部强权的干预实行的自我检查。恩格斯说过，这种自我检查比旧时的书报检查还坏1000倍。

论证“内在规律”是系统的科学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总计有1000万字，历时40年，实际上反复论证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可见，规律的发现和论证是非常严肃而艰苦的事，它要经过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表面上升到本质的思维过程，与工作经验总结不是一回事。也许，这是马克思提出报刊有内在规律以后，没有再具体论证它的一个原因吧。但是，他确定地谈到这种规律的存在，鼓舞着后来的研究者确立自己的研究目标。报刊的内在规律是存在的，它不能由于各种偏离的运动而改变自身，这就像马克思作的一个比喻一样：“一条直线作为三角形底边或椭圆直径并不改变它本身的性质和长短”（24卷423页）。

如果一定要说马克思论证了报刊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就是他关于报刊论述的整体，这个整体体现了报刊的内在规律。它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到处套用的万能定理，而是需要研究者从中把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由这种方法可能得出的带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在报刊的现实运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恩格斯讲过，报刊工作人员“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37卷319页）。但是，在报刊内在规律的研究领域，这样的习惯却是极其有害的。在这个领域，需要时时用恩格斯下面的话提醒自己：“给随便遇到的平凡事实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末科学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20卷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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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1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
 个别词译文有改动。


(5)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523页。


(6)
 括号内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7)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50、186页；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55、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根据英文原文，原译文“喉舌”改为“代表”。


(9)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其中的中文“喉舌”，原词Mund，直译“嘴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275页。


(10)
 括号中单词为引者所加。——编者注


(11)
 指格莱斯顿。——引者注


(12)
 该报所有人。——引者注


(13)
 棉纺大王。——引者注。


(14)
 奥皇。——引者注


(15)
 英国政治家。——引者注


(16)
 此句引文中破折号后面的文字，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漏译。我向编译局局长提出后，该书1997年2次印刷时补上，但是德文原文中“理智的力量”的着重号又忘记标出了。——引者注


(17)
 《前进》报主编。——引者注


(18)
 即匈牙利人。——引者注


(19)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74页；第6卷，275页。


(20)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5～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1)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4卷，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2)
 警官。——引者注


(23)
 日拉丹的名。——引者注


(24)
 波拿巴的间谍。——引者注


(25)
 塔勒：普鲁士银币。——引者注


(26)
 指伦敦。——引者注


(27)
 florin，19世纪80—90年代的英国金币。——引者注



第十三章　交往政策

所谓交往政策，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人们精神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制定的法规和行政条款等等的总称。由于这类政策与一定的权力联系在一起，它们往往影响这个区域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精神交往的规模和形态，推动或阻碍精神交往的发展。具体说来，不同程度上涉及精神交往的有关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教育、信仰等等的法规和制度，以及对它们进行正式解释的各种文件和实施的行政手段，都属于交往政策。最古老的交往政策的典型形式是书报检查；17—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从经济上对印刷媒介课以的各种税，也是一种交往政策；在19世纪成为伟大战斗口号的“出版自由”，则是现代交往政策的典型形式。精神交往的范围很广，集中体现交往政策的法律一般是出版法。几乎所有涉及交往政策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所论述。这些论述中有些被同时代人予以了很高评价。1910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梅林写道：马克思当年的著作“仍然属于后来有关新闻自由问题最杰出的文章之列”
(1)

 。


 一、书报检查

书报检查是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章论证的主题，也是恩格斯年轻时代抨击的最主要的普鲁士交往政策。它涉及当时社会日常精神交往的主要形式，包括书籍、报刊、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等等的传播和大学讲坛。马克思指出：“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46卷上册503页）书报检查制度是统治者为了确立公开的统治关系而采取的一种交往政策。

这种制度在古希腊的雅典已有所表现，古罗马时设有专门的检查官。关于古罗马书报检查的特征，恩格斯引证过德国早期民主主义者路·瓦勒斯罗德的概括：“古罗马的书报检查机关是对共和国国民起诉的十分严厉的道德法庭。正如西塞罗说的，当书报检查机关除了使人羞得脸红就毫无作为时，它的作用就停止了。”（转引自41卷309页）然而，在古罗马灭亡以后1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书报检查作为一种交往政策越来越成为扼杀人们正常精神交往的桎梏。马克思就普鲁士的书报检查机关写道：“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2版1卷1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称它为“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来丑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
 ”（2卷105页）。他们（特别是马克思）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书报检查的非法性质、危害和对人的社会本性的压抑。

第一，书报检查是一种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为衡量标准的法律或制度。马克思说：“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
 才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2版1卷120页）。于是，便出现了如下情形：“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2版1卷181页）“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
 行动以外
 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2版1卷121页）

既然是以思想方式为衡量标准，那么有关书报检查的法律中便不可能存在一般法律所具有的确凿的标准，它们永远是一种随时由于检查官的主观意愿而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马克思曾以普鲁士检查令中“严肃”和“谦逊”这两个标准为例进行过分析。他说：“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2版1卷110页）“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
 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2版1卷111～112页）恩格斯也对普鲁士旧检查法律中“蛮横、无礼和嘲弄”这几个标准的连用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这些立法规定是多么含糊和多么不能令人满意。……无礼不一定是蛮横。无礼行为是一种过失，是不够细心，是匆忙的结果，是最好的人也可能有这样的过失。蛮横是蓄意触怒人，是恶意。现在又加上嘲弄！从‘无礼’到‘嘲弄’相距何其远啊！可是二者受到同样的
 惩处。”（41卷325页）

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的倾向成为确定这些概念含义的随机因素，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两方面情形：“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
 。从作者方面说，倾向是向他们要求的和给他们规定的最后内容。倾向作为一种无定形的意见，在这里表现为客体；倾向作为一种主体，作为关于意见的意见，则被归结为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而且是他们的唯一规定。”（2版1卷133页）

马克思根本反对以国家的名义颁布这类惩罚思想的法律。这种法律以倾向为衡量标准，使观点成为人的法律地位的依据。他承认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但那应当存在于党派之间。他写道：“追究思想的法律不
 是国家
 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
 ，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
 。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2版1卷121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在为被查禁的《莱比锡总汇报》辩护时也反对查禁与之敌对的报纸，他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
 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
 取决于它的思想
 ，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
 地位了。”（2版1卷401页）“而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
 ，也没有法典
 。”（2版1卷418页）

按照以上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书报检查非法性质的结论：“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
 而以他的思想
 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
 。”（2版1卷120页）

书报检查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它的出发点上。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制度的出发点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状态，把正常状态即自由看作是疾病。书报检查制度老是要新闻出版界相信自己有病，即使新闻出版界提出自己身体健康的确凿证明，也必须接受治疗。”（2版1卷177页）这是由于书报检查以“思想”作为检查标准而带来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痼疾。既然检查的是倾向，那么就必须把所有精神交往媒介的内容都假定为怀疑对象，即“有病”，于是书报检查便成为一种典型的实行精神恐怖的法律。对此，马克思写道：“这样一来，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
 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
 。追究倾向的
 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2版1卷120页）。“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个性
 ，而且由于这种意见
 我要受到惩罚
 。”（2版1卷121页）

第三，在法律程序上，书报检查使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于检查官，因而完全破坏了法的基础。马克思说：“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员是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2版1卷133页）马克思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对完全没有监督的法律程序分外痛恨，他认为最恶劣的手段莫过于把书报检查又交给书报检查去判断。由于没有监督，仅就书报检查的程序而言，它也会造成检查官天然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性，所以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官被委任去管理精神
 ，然而他是不负责任
 的。”（2版1卷134页）

第四，“书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2版1卷133页）。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几个平庸的官员凌驾于作家、学者、艺术家之上，在逻辑上造成一系列无法解开的矛盾。为此马克思说：“你们要求谦逊，但你们的出发点却是极大的不谦逊，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见别人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把类的完美硬归之于特殊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不谦逊。书报检查官是特殊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界却构成了类。”（2版1卷123页）就检查官的水平而言，他们只具备“一般的才能”，或者叫“才能的萌芽”，而书报检查造成了一种关系的颠倒：“才能的萌芽
 对现实的才能
 应起书报检查官的作用
 ，虽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2版1卷131页）如果说检查官们都是具有高超才能的，那么新的矛盾又出现了，马克思说：“既然在普鲁士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书报检查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分出现呢？”（2版1卷128页）换句话说，由检查官去直接从事写作、教授等等，何必还要他们去检查别人呢？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继承了17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顿对书报检查的逻辑进行抨击的传统，充满了更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第五，书报检查是一种政府垄断了的非理性的批评。批评是精神交往的一种经常的形式，但书报检查禁止了正常的批评，而把批评变成了一种发表意见的专横权利。为此马克思分析说：“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2版1卷172页）在书报检查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认为报刊应有的社会监督的权利自然被剥夺了，它“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2版1卷125页）。“新闻出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2版1卷122页）

马克思很早就用“作为特殊自由
 的实现的书报检查制度
 ”（2版1卷167页）这一概念说明书报检查的特权性质。在这种特权的庇护下，“政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难道书报检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实践（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吗？”（2版1卷167页）

第六，书报检查造成社会认识的颠倒和交往道德的败坏。在书报检查长期管理精神交往的社会里，从当权者到人民，许多颠倒的认识被认可，有时当事人甚至还感觉不到。对当权者而言，马克思说：“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2版1卷183页）对报刊这种社会交往媒介而言，书报检查培养着“最大的恶行——伪善”，因为它们“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这一天必然要同另一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还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抛开一切羞耻”（2版1卷183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经常可以看到对报刊这类行为的揭露。例如1844年巴伐利亚王国因啤酒涨价，人民愤怒地包围了国王看戏的剧场。恩格斯写道：“法国报纸说，国王当时命令在剧院前站岗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而士兵们拒不服从
 。德国报纸没有提到这一点，鉴于报纸要在书报检查之下出版，这是可想而知的。”（42卷200～201页）隐瞒事实中不利于当权者的重要情节，这在书报检查下已是报刊的习惯性行为，它成为报刊生存的条件之一，马克思讲的“必须抛开一切羞耻”，十分简洁而准确地说明了书报检查下的交往道德。

长期生活在书报检查下，人民的认识逻辑和观念变得是非颠倒了。马克思说：“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就习惯于把违法的东西当作自由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的东西当作不自由的东西。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2版1卷183页）在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下，即使一时没有人实行检查，人们也会自觉“守法”。马克思写道：“没有书报检查机关的地方，那些连最温和的思想也要加以迫害的条件显然已经起了预先检查的
 作用。”（1卷238页）

第七，书报检查是一种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社会、民族和个人的精神发展。马克思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度过的，他深切感受到书报检查对民族精神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在谈到德国1819—1840年实行书报检查的恶果时，他把这一时期称为精神上的“大斋期”，“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对德国最有利了。”（2版1卷149页）这种制度下的人民极端愚昧，恩格斯曾回顾说：“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8卷17页）这种愚民政策在奥地利竟造成这样的可悲情况：当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奥地利的资产者（尚不要说工人）“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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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8卷37～38页）。

由于信息的封闭，许多优秀人物的精神发展也受到限制。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几乎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50卷407页）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是典型的一例。恩格斯写道：“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22卷498页）

第八，书报检查造成的精神沉闷是一种人为的安定。保障社会的安定，这是当权者为书报检查进行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在这个理由下，控制日趋严密。恩格斯说：“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8卷32页）然而，精神的力量是不可能在暴力压制下消失的，它只能使斗争的形式发生变化，并为激化矛盾铺平道路。因此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为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之间的斗争”（2版1卷172页）。

对书报检查的罪恶看得如此深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驳斥了各种为书报检查辩护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因为他在《法哲学原理》里“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21卷306页）。而正是对“法哲学”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走向共产主义的基础。对小市民们为检查制度的辩护，他和恩格斯则只用讽刺来回答。青年黑格尔分子施蒂纳在他的书中称：“如果国家是神圣的，那末就应该有书报检查机关。”他们轻蔑地批注道：“真是一个乡下佬！”（3卷401页）

在他们的著作里，书报检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否定性概念，是“旧时耻辱的标志”（6卷32页），容不得半点它的影子出现。1860年，马克思和德国政论家布林德在《总汇报》上发生争执，因该报违反“一般的公正”原则，故意晚发马克思的声明并擅自修改。马克思抗议道：《总汇报》“殷勤地竟自负起了书报检查
 的责任，对我的声明作了任意的修改。1842—1843年我在科伦遭受过普鲁士王国的双重书报检查，但是我从来没有料到，1860年我还得受到科尔布博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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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同伙的书报检查”（14卷769页）。恩格斯也坚决反对在工人政党的出版工作中实行书报检查。他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刊物主编说：“在国会党团里有人要求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大自然本身总不会叫树木长得戳破了天”（38卷38页）。1895年，德国党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的早期著作，恩格斯提出的唯一条件是禁止书报检查。他说：“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39卷446页）。

在反对书报检查的斗争中，他们表现了对心灵自由的不顾一切的渴求。马克思引证古希腊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话代表自己的心愿：“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2版1卷134～135页）恩格斯不屈服于书报检查的高压，而要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他说：“我可不让书报检查机关管制我，使我不能自由写作；以后它爱删多少就删多少，我自己
 不愿意扼杀本人的思想。”（41卷543页）正是切身感受到心灵自由的可贵，所以当俾斯麦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要求各报刊实行“自我检查”时，恩格斯说：“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一千倍。”（36卷62页）因为这种自我检查要求自己自觉扼杀自己的思想，实质上更为野蛮。

对于书报检查，马克思的结论是：“整治书报检查制度
 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
 ，就是废除
 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2版1卷134页）


 二、知识税及保证金

书报检查本质上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交往政策，它延续到商品经济向世界拓进的初期，无论怎样顽强地表现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必然趋势。在它消退的同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检查开始发展，这即是针对各种书刊的保证金制度和对报纸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是一种从中世纪的交往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交往政策过渡的形式。在反对精神性的书报检查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坚决反对这种物质性的检查，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扼杀了自由的精神交往。在谈到法国1842年以前并不完全的出版自由时，马克思指出：“法国的报刊决不是过于自由，而是不够自由。虽然法国报刊不受精神方面的检查，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方面的检查，即交纳高额的保证金。法国报刊之所以在物质方面起作用，正是由于它被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领域，引进了大规模商业投机的领域。”（2版1卷182页）这种“物质检查”，使得缺少金钱保障的下层人民不可能真正享有创办报刊的权利；由于缴纳各种保证金、税金，使得下层人民难以买得起价格很高的报刊。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谈到提高报刊保证金对报刊生存的威胁。当时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新的出版法案，他们评价道：“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7卷523页）。这里谈到的“革命报刊”，是指那些实力不雄厚但数量相当大的小资产阶级报刊。他们支持各种废除物质检查的措施，当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胜利时，恩格斯就兴奋地说：“革命……给了人民不必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给了他们结社的权利”（5卷77～78页）。

取消各种对报刊的物质检查，是资产阶级在逐步从贵族手中取得统治权过程中，对以往精神交往政策实行改革的重要措施。这一改革过程，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1694年，英国开始实施纸张税；1712年，开始实施报纸印花税和广告税。另外，还有一些针对报纸征收的其他税，如报纸附刊税等等。这些税统称“知识税”。知识税使得报刊的价格昂贵，大大限制了销路，而政府却同时达到了两个目的：增加了收入（每年几百万英镑）、遏制了反对派报刊。英国资产阶级和一些著名的早期无产阶级报刊，为反对知识税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36年，议会降低了印花税；1853年起至1861年，各项知识税被逐步废除。至此，英国出版自由的交往政策才最后确立。马克思密切注视着知识税的废除过程，写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文章，支持这一推动精神交往民主化的进步措施。

知识税的存在，在日常信息的沟通方面造成了少数财力雄厚的大报刊的垄断局面。对此，马克思多次批评了这种制度对自由精神创造的扼杀，因为它不仅大大限制了中小资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也威胁着工人报刊的生存。1855年他指出：“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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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当然谈不上出版日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作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英国出版界的庞然大物——《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pro aris et focis［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为自己的切身事业］而奋斗，也就是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11卷179～180页）。

知识税对普及国民教育也是一大障碍，因为下层人民买不起报纸，只能在小酒店偶然读到报纸。就此马克思特别指出：“由于保留了报纸的印花税，今后仍然大大妨碍民主教育的推广。”（9卷75页）从广义上说，坚持知识税将有碍于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在批评《泰晤士报》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泰晤士报》不允法律干涉私人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才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印花税，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而不管这种利益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9卷216页）。

废除知识税，本质上是工业资产阶级为扫除自由竞争在精神交往方面的障碍而采取的措施。马克思对此曾作过分析，指出：废除知识税“是对曼彻斯特学派
 的让步，而这个学派的功绩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吹在报刊方面实现竞争自由”（11卷159页）。“使地方报刊摆脱伦敦的控制，使报业分散经营，这实际上是曼彻斯特学派在它顽强而长期地反对报纸印花税的运动中的主要目的”（11卷342页）。曼彻斯特学派是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激进派。废除知识税主要是由工业资产阶级完成的，但这一措施又是社会性的，它将打破对精神交往的物质检查，对工人阶级展开自己的精神交往有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支持废除知识税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粉碎报界的利维坦的垄断”（9卷83页）。他把《泰晤士报》的垄断比喻为《圣经》中的大海怪利维坦的横行。为了支持这一斗争，他引证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布莱特关于废除知识税的长篇演说，说明废除知识税将使报纸每天出现在工人的早餐桌上，使人民有一定的出版自由和比较广泛的政治信息的来源。他还引证了美国著名报业家霍·格里利的话，说明这种交往政策若在美国实行，它“将置美国的新报纸于死地”（转引自9卷200页）。

如同一切进步事业会遇到顽强的反抗一样，废除知识税也遇到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大报刊的反抗。马克思称它们的反抗运动是“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11卷179页），并多次用贬义用语报道了它们的反抗。例如他在印花税废除后写道：“高价报刊的首领，他们对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怀有深仇宿怨。”（12卷184页）“高价刊物，它们想为废除报纸印花税和降低广告税报仇”（12卷173页）。纸张税废除后他又写道：“《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都可以作为例子。”（15卷335页）

对于各项知识税废除后出现的报刊新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以兴奋的心情描述过。1853年8月5日，废除报纸广告税的法律生效，马克思当天就作了报道，并告诉恩格斯：“由于废除广告税，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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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周有3英镑的广告费。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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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有支付能力了。”（28卷291页）1855年6月30日，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律生效，获悉女王批准了这项法律后，马克思立即进行了报道，并注意到印花税废除后报纸的变化。他说：“由于废除报纸印花税，地方报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将出版4种定价1便士的日报。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到目前为止每星期只出版一次或两次的报纸都将改成日报，每号定价3便士、2便士和1便士不等。”（11卷342页）

便士报的出现，使大报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恩格斯就此谈到曼彻斯特的地方垄断性大报《曼彻斯特卫报》，他说：“自从报价降到一便士以来，这些先生们就努力减少通讯等等的一切费用。他们想创办一家第一流的地方报纸的企图，已经完全破产。”（29卷307页）便士报出现以前，工人要看报就得上小酒馆去，便士报的出现使他们有可能将报纸纳入自己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范畴。最后一项知识税——纸张税——废除后的第二年（1862年），马克思便及时指出了这一点（参见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因此，去小酒店看报的习惯被各家各户订报所替代，这是新的交往政策带来的信息普及现象。10年后，恩格斯特别向德国工人领袖指出英国新的读报习惯：“自从出现1便士报纸以来，如果自己不买报纸，已经没有地方能够看到报纸了。”（33卷45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整个社会精神发展的角度，支持废除对出版物的物质检查——知识税和保证金，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一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对它带来的另一种不负责任的后果，即便士报普及后报刊内容“以‘惊人消息’为生”（15卷456页）的庸俗化现象，他们进行过多次批评。


 三、表现自由观念与商品经济

言论、出版（包括新闻）、结社、集会等等的自由，是现代精神交往政策的主要特征。这些“自由”通常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即表现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投身政治斗争，首先研究的便是表现自由问题。在他们以前很久，英国诗人和政论家约翰·密尔顿于1644年已详尽地论证过这个问题，法国工人阶级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中，就提出了本阶级对出版自由的要求，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初为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各种表现自由，无论以哪个阶级、党派的口号出现，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现代表现自由观念形成于现代世界市场——世界交往的背景下。早期工人阶级的理论代表，仅凭革命的本能和感性认识使用“自由”这个观念，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些观念成为严肃的科学论证的对象。

自由的观念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还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马克思就注意到伊壁鸠鲁对自由精神的肯定。他写道：“应当时刻注意，除了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之外，无论是‘快乐’，无论是感觉的可靠性，无论什么东西，伊壁鸠鲁一概都不感兴趣。”（40卷80页）但是，使伊壁鸠鲁产生精神“自由”观念的历史关系却与产生现代自由观念的背景相反。马克思后来谈到那个时代时说：“古代世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的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它产生了具有完全相反的和主要是地方性内容的自由”（46卷下册477～478页）。这种自由的条件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成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8卷619页）换句话说，古代社会的自由观念只限于有公民权的自由民的狭小圈子内，并且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以当时大多数人作为不自由的奴隶为基础的。

现代自由观念产生于商品经济向全世界拓展的时期，它以所有人形式上的平等作为前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尽地论证了现代自由观念的起源。在简单的商品交换中，首先隐藏着平等观念。他写道：“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人能生产出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品物，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他们被假定为
 和被证明为
 平等的人。”一旦平等的观念确立，自由观念在交换中随之也产生了。他接着写道：“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
 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是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46卷上册195页）当商品交换只作为偶然事件发生时，交换中所包藏的观念不易显现，但在商品交换变为大规模的商品经济时，自由的观念便开始流行起来。对此恩格斯曾写道：“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的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潮流。”（20卷117页）

新的商品经济作为基础必然会对精神交往的政策产生折射作用。于是，以特权为特征的宗教裁判所、书报检查等等中世纪的交往政策让位于现代交往政策。马克思在自由观念的起源上作了详尽的论证后，对自由观念的折射只用了下面一段话予以说明：“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46卷下册477页）谈到普鲁士资产阶级要求表现自由时，马克思曾对这种要求的现实基础作过通俗的说明，他写道：“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
 ’。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
 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社自由权
 ’。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
 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
 的必然后果。”（6卷121页）

然而，就如一切事物都存在矛盾一样，在商品经济带来的自由观念作为理想显得极为神圣的时候，它在实践中却经常表现为不自由。因为自由和平等一样，表现为一种权利，而“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19卷22页），“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19卷22页）。因而，富有的阶级、掌握较多金钱的个人，就会比贫穷阶级、不掌握金钱的个人有大得多的表现自由。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谈到以商品经济为背景的货币制度时讲了一段充满辩证思想的话：“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详尽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
 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46卷上册201页）

这种经济上的矛盾运动同样反映到表现自由的具体运用上。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引证了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文献《人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这两个文献规定公开发表自己思想和意见的权利、集会权利和信教权利等等一系列人权，并宣布它是目的，政治生活仅仅是实现人权的手段。但是，实际生活中出现了矛盾，以出版自由为例，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不受限制的
 新闻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122条）作为人权的个人自由的结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新闻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危及公共自由，是不许可的’（小罗伯斯比尔语，见毕舍和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第28卷第159页）。所以，这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
 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2版3卷186页）。鉴于从经济、政治两方面的分析，他不承认表现自由是天赋人权，而把它们看作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由于表现自由权的取得，历史地应由资产阶级来完成，所以恩格斯称各种争取表现自由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16卷76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马克思对表现自由的轻视。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6卷301页）。商品化社会同时也是知识社会，尽管表现自由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由于它以普遍人权的形式出现，因而使得工人阶级有可能也得到部分表现自由权。对此恩格斯曾说：“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
 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2卷472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表现自由的权利看作“人民的权利”（12卷669页、14卷492页、21卷520页等等），只是某些具体环境下或进行历史分析时，才偶然使用“资产阶级的自由”这样的概念。

现代商品经济把表现自由的观念从古代社会狭窄的圈子扩大到所有人，这使得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以此为起点，摈弃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偏见，思考表现自由应当具有的真正人的内容。马克思很早就指出，出版对印刷厂主和书商来说是一种行业，但对作家来说就不应当是行业，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因而他拒绝把头脑的解放看作是行业自由。他写道：“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
 看成一种行业，那么，它作为头脑的行业，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2版1卷188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他们反对将自由竞争的观念奉为自由的观念，而把消灭阶级作为实现自由的真实条件。

既然建立在商品基础之上的自由观念并非永恒，为在理论上划清界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抽象地使用自由、人权之类的词汇表达共产主义关于自由（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条件）的观念。尽管他们承认“自由、平等、博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7卷18页）。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几位捐资入党的人一再用这类词汇表述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多次使用“现代神话”（34卷65页）来讽刺他们理论上贫乏。恩格斯也批评说：“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
 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34卷124页）

在谈到“权利”这个概念时，马克思说：“援引社会必然性，比起要求抽象的权利，是更加有力的论据。抽象的权利曾经被坚决地用来为所有的东西辩护，为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辩护；早就应该摒弃这种鼓动了。问题在于应当用什么形式来实现这种权利。”（16卷64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反对使用自由、人权之类的用语，而是要求给这些词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的确切含义。他们也使用过这类词汇，例如马克思1869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年度工作报告里就这样说：“工人终于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16卷427页）这里的“天赋权利”，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抽象概念。马克思的一位早年朋友阿·卢格，后来因政见不同而不断攻击马克思，他除了使用空洞的“自由”之类的概念外，理论上越来越贫乏。1869年1月，他读到《资本论》第一卷后，被马克思的理论折服了，在一封信里高度肯定了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信转到马克思那里后，他说：卢格“也转向共产主义
 ，总还是很好的。现在光靠‘自由’，就前进不了！”（32卷416页）马克思憧憬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但他为此进行的是科学论证，而不是空喊自由。这是他和恩格斯反对抽象使用这类词的意义所在。

马克思有句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9卷22页）自然，他和恩格斯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而用关于未来的理论衡量现实的表现自由观念。但是，他们对现实表现自由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们从不把各种表现自由解释成为所欲为。马克思说：“我们
 想干什么，我们
 就要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2版1卷157页）。恩格斯也谈到过那些“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因而完全沉浸在中世纪野蛮境地的国家”（1卷547页）。这类对自由的曲解，几乎都发生在专制制度横行的国家。由于人们对商品经济下的表现自由缺乏感性认识，因而关于“自由”的参照系只有当权者的任性。于是，一些反对派就把当权者的任性看作自由，在反向上理解和运用，而当权者也以自己的经验理解自由，一听到这个名词，就认为是无政府主义（例如路易·波拿巴）来了。19世纪前半叶欧洲的大陆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便是处于这种观念的恶性循环中。

马克思认为，表现自由的前提是表现者有自我认识。他说：“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自白。”（2版1卷139页）换句话说，自由地表现自己时，所表现的应当是真正的自我。马克思曾把自由分为躯体、灵魂和精神生活三种形式，而三者的统一才是真正的表现自己。有些人虽然是在表现自己，但实际上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表现虚假的自我，顺风向不断变化，在功利的制约下他的表现是不自由的。经历过四五个政权更迭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法国思想界，它的整体表现便是这样。马克思就此写道：法国思想界的大部分代表，从来不讲究政治良心，随时准备为任何政体效劳，所以，“自由，不仅它的躯体，而且它的灵魂，它的精神生活，都被……弄得枯槁不堪了。”（12卷453页）

每个人的思想都建立在前辈已有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批评过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小团体“自由人”，因为他们的“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27卷435页）。他认为，自由表现的思想本身，应当是经过思考的、独立的思想，而不应是随心所欲。所以他在批评“自由人”的作品时说：“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
 、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27卷436页）在自由地独立思考方面，恩格斯作出了榜样。他十分珍视自己独立、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努力排除对这种思考与表达的干扰。1876年，他与杜林展开论战时，托党内同志帮助找杜林当年写的《资本论》书评。但是他一再叮嘱：“绝对
 不要为此去找杜林，因为同这个人发生极少的、哪怕是间接的联系，更不要说由他提供一点极小的帮助，都会在我需要最充分的批评自由的问题上，使我失去批评自由。”（34卷201页）1882年，在评价英国工人运动时，由于恩格斯深知德意志伦敦工人协会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偏见，因而他要求德国党内同志根据自己的思考来评价，把这种独立的思考看作是自由的表达。他反问道：“假如我们对此地协会的不稳定的多数的意见哪怕是稍加考虑，难道我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英国的运动或非运动吗？”（35卷385页）

马克思一向严肃地看待表现自由，聊天、出版闲书等等固然也是一类表现自由的内容，但他主要把表现自由理解为对与政治有关的重大事务发表意见和用各种形式坚持这种意见的权利。1843年，在讨论他的家乡摩泽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状况时，他即指出了这一点，写道：“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
 。因此，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
 ，就先要能够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
 ’。”（2版1卷381页）在一份他签名的正式文件里，他赞同以下关于表现自由的看法：应当“认识到自由社会言论的崇高价值和内容尊严，自由社会言论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首先感到需要这种言论的领域——在政治信仰的领域，在国家生活的这一真正主要的精神领域也可以通行无阻”（50卷509页）。

中世纪人与人之间是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下的人虽然失去了表现自由的权利，但也不必为自己的“表现”负责任，因为他们的表现就如马克思说的：“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2版1卷199页）这种“表现”的责任是由主人承担的。就此恩格斯专门讲到依附于宫廷的诗人：“德国诗人总是遵照命令歌唱的。当然，应该负责的是主子，而不是仆人”（4卷232页）。商品社会下出现了各种人的自由权利，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例如经济生活中的工资制度，在中世纪向商品社会过渡时期，实行实物工资制，工人无法自由掌握自己的微薄劳动所得；实行货币工资制后，工人获得了这种自由权，但也带来了责任，就此马克思写道：“他作为自由人这样行动时，他本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必须为他花费自己的工资的方式负责。他和需要主人的奴隶不同
 ，他要学会自己管自己
 。”（48卷12页）在谈到争取表现自由的权利时，马克思注意到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问题，为此引证了一位农民代表的话：“过分长期监护的桎梏使人难以容忍，人们渴求独立，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对自己的行动负责。”（2版1卷199页）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表现自由论述的一个主要观点。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新的党纲，恩格斯对草案中争取各种表现自由的部分进行了重要修改。他说：“我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
 ’等等。平等义务
 ，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22卷271页）

自由的各种形式是相互制约的，特别在法律、政治、社会的关系上，表现自由的实现程度能够最明显地测量出一个国家物质和精神交往的自由程度。任何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完善，都需要有表现自由贯穿其中，没有表现自由，商品经济不能得到大规模发展，即使形式上宣布了民主和自由，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在各种表现自由中，出版自由又是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表现自由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2版1卷201页）1848年德国的三月民主革命胜利后，柏林的总检察长茨魏费尔企图根据并不涉及报刊案件的刑法典条文，限制出版自由，取消俱乐部。马克思用一系列反问，再次论证了表现自由的各种形式的相互关系。他写道：“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俱乐部成了什么东西呢？有了刑法典第367、368和370条，言论自由又成了什么呢？没有俱乐部和言论自由，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又成了什么呢？”（5卷232页）1851年，马克思在与英国宪章派领袖厄·琼斯合写的一篇文章中重申：“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
(7)



在对表现自由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表现自由的权利要求也是彻底的。以出版自由为例，恩格斯的定义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1卷695页）这里所说的“意见”，主要是指对公共事务和社会活动家的评论，特别是揭露和批评。1849年，当普鲁士当局企图禁止这种揭露和批评时，马克思反问道：“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6卷274页）从他的反问中，同样可以看出与恩格斯一样的意思。这里的首要前提显然是“不经国家事先许可”，其次是“自由无阻地发表意见”，最后还应当注意的是“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被迫讲的违心的意见。这些条件只要缺一，其他的条件也难以独立存在，出版自由乃至各种表现自由的实现程度就需要怀疑了。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过各种不完全的和假的出版自由，并要求工人阶级为争取彻底的出版自由而斗争。


 四、19世纪表现自由史论

在世界精神交往政策的历史上，19世纪是人民争取各种表现自由的世纪。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成为一次又一次人民斗争中的伟大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世纪中发生的与表现自由斗争有关的事件，几乎都有所论述，并给予这些斗争以很高的历史评价。他们在这些斗争中，始终站在革命的一翼，要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能够得到的最彻底的表现自由的权利。

就现代表现自由的历史存在而言，马克思认为“可以在北美
 找到新闻出版自由的最纯粹、最合乎事物本性的自然现象”（2版1卷182页）。那里的“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34卷349页）。但这是一个没有传统历史的国家，不够典型。因此，他和恩格斯经常以英国为例来论述表现自由的历史。

正是英国表现自由的发展进程，对世界产生了影响。恩格斯曾谈到英国得以发展的四个条件，写道：“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地落在英国人后面了。”（1卷679页）这四个条件之一便是它的自由的精神交往政策。所以，他和马克思都重视英国的经验，多次谈到英国各项表现自由实现的进程及对欧洲大陆的影响。

他们认为，1825年英国废除禁止结社的法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恩格斯指出：“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2卷502页）马克思分析了这一法律的经济必然性。他写道：“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愈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且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4卷194页）他们还论述了英国新闻记者多次不顾被监禁的危险，争取自由报道和评论议会权利的斗争。（参见1卷690～691页、11卷249页）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的开明官员多次企图实现出版自由的事实，马克思都予以记录，并加了着重标志。他称赞为在印度实现出版自由而受到迫害的当时的代总督查理·梅特卡弗是“在印度最好的官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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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恩格斯分别在1855年和1872年，就人民在海德公园自由集会的权利，写过多篇报道，声援为巩固这一“人民最珍贵的权利”（18卷211页）而进行的斗争。

英国争取各项表现自由的斗争经历了几百年，他们对此的评价很高。例如争取出版自由，马克思总结说：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英国的出版物为了争取出版自由，经历了残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参见2版1卷151页）再如批评自由权，恩格斯说：英国的批评自由权是“英国人在过去光荣的革命战斗中争得并有理由引以自豪的”（21卷583页）。

欧洲各国中，英国交往政策的改革还算是最“和平”的。在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波兰等国，交往政策的改革经历了更为复杂、残酷的反复斗争，即使像丹麦、瑞典、瑞士这样的国家，交往政策从中世纪转换到现代社会，也几经波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多侧面地表现了这些国家交往政策演进的历史，其中有当权者的专横，也有人民甘受奴役的愚昧和传统惰性力量的牵制。在他们论述中，处处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条件下，表现自由的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在比利时参加了庆祝1848年新年的晚会，会上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赞了比利时自由主义的宪法，认为“宪法允许自由争论、结社权利和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撒播人道主义的种子。（热烈鼓掌）”（42卷477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各项表现自由，从一开始就无法只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完全独占。商品经济形式上赋予的自由的法律因素决定了这一点。从英法的大革命开始，资产阶级就不得不给平民大众一些自由权，原因如恩格斯所说：“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18卷325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在英国，1846年反谷物法胜利以后的资产阶级“取得的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22卷355页）。这种力量即是工人阶级。而1846年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之一，便是从法律上最后确立出版自由。

马克思1848年谈到普鲁士资产阶级时，曾讲过以下一段话：“普鲁士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结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现在，当受骗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毁吗？”（6卷130页）这段话常常被人们引来说明：资产阶级的表现自由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仅仅局限于夺取政权和夺取政权后一个短暂的时期。这是对马克思关于民主制度下表现自由意义和作用论述的误解。他讲的是德国民主革命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德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马克思当时批评他们说：“在德国
 ，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作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
 。”（5卷541页）恩格斯也回顾了这段历史，写道：“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21卷19页）“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
 。从那时候起，这种对于工人的神圣恐惧在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传统的东西”（16卷63页）。表现自由后来在德国得以确立，与其说是由资产阶级争得的，不如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争得的。马克思1848年分析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特点，不代表他对一般资产阶级与表现自由的总的评价。

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能够享受到一定的出版自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通过对比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自由度，说明这一点。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因为言论上触犯“法律”而坐牢，恩格斯从伦敦致信他的夫人说：“我们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议论和批评，然而在德国，由于不小心或考虑不周而说错一句话，就有坐牢和离别家庭的危险。”（34卷262页）德国没有表现自由，恩格斯称它是一座“大监狱”，他多次邀请党的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36卷672页），并且希望他们“把这种自由的空气带到德国去”（35卷164页）。在这种自由的空气中，英国工人阶级的环境是得天独厚的，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有其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组织，长期以来享有政治自由”（19卷294页）。“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22卷75页）

英国确立出版自由以后，表现自由变成了通则，而违反它则是例外。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可能对一些违法限制表现自由的行为进行揭露。马克思很珍视英国的出版自由环境，称它是“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16卷688页）。1881年，伦敦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发表了欢呼沙皇被刺的文章《完蛋了！》，该报编辑莫斯特以“为政治谋杀辩护罪”，被判一年半徒刑。这件事轰动一时。马克思批评格莱斯顿内阁说：“拿倒霉的莫斯特作样子，想要扼杀英国的出版自由，——不过他们未必能够得逞。”（35卷173页）在这里，他把英国的出版自由已经视为一种既定的、当权政府也很难改变的自由传统。

他还肯定了表现自由观念对社会的进步意义。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正是这种观念保护了会议的正常进行。马克思写道：“虽然许多方面曾要求政府不允许在海牙举行代表大会，但当局在自由派报刊的支持下没有对会议的组织者加以任何阻挠。在政府人士中占上风的意见是，不应缩小自由争论的权利，只有用自由争论的办法才能有效地反对虚假和无根据的思想，避免有害的危机。”（44卷59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重的较为彻底的表现自由，是以工业发达的大国的情况为标准的。1849年在比较当时相对落后的瑞士和先进的大工业国时，恩格斯批评了瑞士报刊具有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故步自封的奴性”，认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6卷209页）。例如当时的英国，党派林立，各派代表人物，包括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与其他党派进行的斗争，纳入了政治生活的日常轨道，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是有利的。

恩格斯的前半句话，曾被人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报纸没有自由，因为各党派的报纸永远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不会发表批评老板的文章等等。这里混淆了表现自由和新闻选择。在法律上，具体的一家报纸一般是作为法人存在的，它是否发表批评老板的文章，是内部选择新闻的问题，而不是出版自由的问题。作为法人，它能够自由地决定对外发表什么或不发表什么，恰恰是出版自由的表现。由于各党派都有自己的表现媒介，个人发表意见是通过代表自己的媒介自由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无党派，是以党派报纸的自由存在为前提的。对于这个特点，恩格斯在1890年引证了八家英国报纸后曾作过解释。他说：“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驻议会的记者。因此，它们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说，它们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22卷119页）

同样是对各种表现自由的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主要由于它们与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相适应而予以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还看到了它们可以提供日常的政治活动条件而予以肯定，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些不同。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出版自由，认为“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6卷528页），即工人阶级与有产阶级进行合法的斗争。正是依赖着19世纪后半叶表现自由权利的获得，欧洲工人运动才得以成为与有产阶级势力相抗衡的力量。

从这个目的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反对专制主义交往政策的斗争，并特别注意区别民主与专制两种交往政策。马克思常使用“英国和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的其他一些国家”（44卷715页）这样的用语说明这种区别。1851—1870年，路易·波拿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实行专制统治，剥夺了人民表现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波拿巴交往政策的通讯。波拿巴的一个御用文人阿布写了一本小册子，为皇帝取消出版自由辩护。他说：“法国皇帝建立法国的伟大和幸福”，采取的是独裁政权，“不过实质上这是民主主义的政权，因为它是由人民委托给他的。”（44卷442页）“的确，出版自由在我们这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没有取消出版和被出版的权利，而只是延期而已。一个民族在一个创立伟大事业的君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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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沉默，就像一个哲学家或大作家的朋友们在他的书房里保持沉默一样。”（44卷442页）除了几个连接词外，马克思没有加一句评论性的话，把它摘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报纸上。波拿巴本人十分厌恶“自由”这个词，马克思把他批判自由的言论也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只加了一句话：“他还公然宣称，自由就是欺骗。”（13卷303页）由于这些论点的专制气息过于明显，在有表现自由的美国发表它本身，就已经是对它的一种嘲讽和批判了。

实际上，法国报刊的“自愿沉默”是以警察的威胁为前提的。例如在1858年，几家法国报纸公布了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些财政数字，这些数字表明这家受波拿巴保护的公司就要破产。帝国检察官立即传讯了这几家报纸的编辑，并警告他们说，这种事件将提交法院按别有用心地公布假消息论处。马克思曾详细地报道了这件事。这种“自愿沉默”甚至是以被监禁和流放的威胁为前提的，马克思在批驳波拿巴谴责出版自由的言论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按照他的声明，他之所以享有现在的权力，正是归功于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他把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作为一种理由，用来替自己……取消一切出版自由、把所有反对他的绝对专制的人加以放逐或发配到凯恩去的行为辩护。”（13卷358页）

就法国和普鲁士专制主义交往政策的比较而言，马克思更加痛恨后者，因为后者用自由主义的词句装饰这种交往政策，具有欺骗性。1840年，新登基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令人发笑地在原有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宣布他主张言论自由。为了说明他的“自由”的内涵，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国王的一则训词。这位国王说：“我所关心的是，高尚的、忠诚的、值得尊崇的思想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能享受充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为了真理，尽可能缩小对社会舆论的限制。我越关心这些，就越要毫不容情地把利用撒谎和迷惑作武器的这种风气刹住，使言论自由不致因这种风气的蔓延而失去其成果和裨益。”（转引自40卷312页）显然，这种自由是以国王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恩赐的“自由”。既然自由的给予权需要掌握在某些个人手里，也就等于没有自由。马克思把这类“自由”称为“玫瑰花环”（2版1卷116页）。

1849年，普王颁布的“改革”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的新法令，说明了普鲁士的表现自由意味着什么。根据这些法令，警察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根据行政当局的而不是司法机关的指令，搜查报刊编辑部、封闭俱乐部；凡对国王表示不敬者，处以五年徒刑。马克思对此愤怒地写道：“总之，让我们能够同时享受封建奴役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现代资产阶级法定的
 残酷手段这三者的好处。而这一切的总和就叫做‘众所周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自由主义’。”（6卷403页）马克思一生都在对这种普鲁士的假自由主义进行揭露，并且毫不留情。在人们被国王的自由主义词句迷惑时，他多次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例如1856年他写道：“当左派指出贵族报刊所享有的充分自由与自由派的报刊所受的各种限制刚好相反时，人们就提醒他们说，自由在基督教国家里并不意味着满足个人的任性要求，而是意味着满足上帝和最高政权的愿望。”（11卷717页）马克思认为这后半句话“蕴藏着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智慧的in nuce［萌芽］”（10卷234页）。口头上的自由主义，行动上的专制主义，这就是普鲁士交往政策的特点。恩格斯用下面这段话对此作了归结：“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21卷235页）

德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表现自由的意识渗透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当时的德国，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普鲁士要统一德国，必须适应这一观念上的变化，放弃昔日的专制主义。但当权者并不愿意触动专制政体，于是就在德国出现了表现自由的形式和实质之间的巨大矛盾。普鲁士宪法规定：“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以口述、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马克思指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12卷655页）这种矛盾在普鲁士官员的言行中也处处表现出来。恩格斯评论过一个普鲁士贵族议员里德尔，他在议会上为扼杀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做了坚决的辩护，然而，在发言中却有一段冠冕堂皇的话：“当然，我从未打算在任何程度上阻挠自由发表意见。我认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斗争是自由民族的神圣事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6卷527页）甚至像俾斯麦这位普鲁士的铁血首相，也常忘记他在国内实行的是什么交往政策，竟指责起1870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阻挠了报刊自由发表意见。马克思嘲笑说：“他显然只是想开一个柏林式的玩笑罢了。”（17卷299页）

无论是肯定民主制度下的表现自由，还是批评专制制度对表现自由的扼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忘记他们所处环境下的表现自由的局限性。当恩格斯谈到英国的自由空气时，有一个附加说明，即“这里的空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自由的空气”（36卷672页）。从经济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分析了商品交换中的自由观念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不自由，恩格斯对此讲得直观些，他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
 ，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
 。”（2卷647～648页）这里讲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情况，后来工人的收入有所剩余，并且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但金钱的限制始终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表现自由的最大障碍。

由于工人阶级缺乏大量资金，只能创办一些影响不大的报刊，而有产阶级则拥有大型的交往媒介，形式上的表现自由权利在实际上总是形成有产阶级在精神交往的能量上占据优势。恩格斯晚年专门讲到当时英国表现自由的局限：“这里的所谓‘民主’受到的间接
 限制极大。定期刊物要花费很多钱，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和议员的生涯也是如此，别的不说，它所需要的通讯就是大量的。审查编制得很坏的选民名单也要花许多钱；到现在为止，除了两个官方政党以外，谁也担负不起这笔开支。”（39卷343页）尽管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恩格斯仍然指出了金钱限制表现自由的新问题。

在政治上，有产阶级的当权者不会允许表现自由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特别不能允许表现自由从一般的“表现”转化为“骚乱”。恩格斯曾指出：“在这方面，英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你愿意发表多少议论都可以，只要不随之发生什么事情就行；但是一旦随之发生骚乱性的‘明显行为’，你就得对此负责。许多倒霉的宪章主义者——哈尼、琼斯等人都曾由于更小的事情而各被判刑两年。”（36卷433页）在实际执行时，“明显行为”的界定是含糊的，如果不危及当权者根本利益时，当局甚至可以对示威游行中的打砸抢行为处理得马马虎虎，以表现出充分的自由度。例如对1888年英国社会民主同盟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的态度就是这样，游行中有不少流氓无产者，沿途打砸了一些商店，却没有受到过多的追究。当时恩格斯就指出，这是由于自由党政府比较稳固，他们不想造成“殉难者”，给同盟以更多的宣传契机。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发生时，哈尼、琼斯这些工人领袖仅仅由于演说中的几句话就受到非人的折磨，因为这时的英国统治阶级面临着革命的威胁。

关于19世纪英国表现自由局限性，马克思在1871年做过分析，当时一位美国《世界报》记者谈到英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时说：“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44卷696页）马克思提醒说：“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44卷696页）马克思十分赞赏英国的表现自由，并且估计英国可能走和平过渡的道路，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那里表现自由（尽管有时自由得使人忘掉了它的阶级性质）权利的有产阶级的性质。


 五、表现自由与工人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表现自由的交往政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它与工人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经历了工人运动从弱小到壮大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得出如下的结论：“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35卷261～262页）而各种表现自由，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这样的可能的条件。

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同盟的文件中便表达了对表现自由的正确认识。一份通告信中写道：“在伦敦
 ，我们同盟最坚强有力。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极其便于宣传，并且使许多能干的盟员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以利于同盟及其事业。”（42卷425页）自由的环境使工人也产生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恩格斯曾引证过一首工人宪章派的歌，其中唱道：“我们的上帝让你们生来享自由；他把生命和自由给了所有的人，决没有让谁生来当畜生。”（转引自36卷31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仅仅是对自由权利的呼吁，也是发展政治意识的一种手段。他们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自己权利的这种呼吁只是使他们成为‘他们
 ’、即成为革命的联合的群众的一种手段。”（3卷370页）

在对工人运动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表现自由的各种权利对工人自主意识的影响。1846年，他们这样评价了美国工人运动：“公民权即积极的
 公民权对于工人是如此的重要，凡是在工人享有
 公民权的地方，如在美国，他们都从中‘取得利益’……参看北美工人在无数次群众大会上的争论”（3卷238页）。1847年，马克思在反驳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时指出：“国教顾问先生也许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不会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吧？请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请他看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4卷210页）

英国限制工作日的斗争，也依赖了表现自由的交往政策。恩格斯回顾说：“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16卷269页）相反，在没有表现自由的情况下，工人运动的发展极为艰难。例如在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马克思写道：“由于工人阶级享有的自由有限，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协会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地得到传播和发展”（16卷606页）。恩格斯也写道：“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19卷151页）

鉴于表现自由与工人运动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把能否自觉地争取各种表现自由的权利，视为工人运动成熟的标志和工人运动的出发点。1868年，他致信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写道：“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16卷358页）。

使工人阶级从理论上懂得政治自由意义的是1848年的革命实践。在这次民主革命中，各种空前的表现自由使得工人运动得到了过去许多年里从未获得的大发展。恩格斯在致信意大利友人的信中说：“1848年争得的自由以及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自然大大缩短了运动的这个第一阶段
(10)

 。”（33卷254页）恩格斯晚年在回顾德国的1848年时，进一步总结道：德国社会党人要“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22卷57页）。正是根据这些斗争经验，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章程特别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16卷15页）

对于没有争得表现自由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格外地予以关注。在这些国家，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争取出版、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看作是争取“火和水”（转意为必需的生活条件，8卷522页）。1865年，恩格斯在一本小册子中要求工人阶级：即使本国的资产阶级放弃争取这些自由，工人阶级的党也必须替代资产阶级完成这一事业，因为“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16卷76页）。“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16卷84页）“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16卷86～87页）

在已经有各种表现自由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是工人阶级对表现自由环境利用的程度。他们多次批评英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无所作为。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16卷10页）。1880年，他在致英国社会民主同盟领导人的信中，再次批评了“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34卷456页）。

工人运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表现自由，是一项需要长期耐心的工作，达到目的要走很长的路。这一过程的步骤，恩格斯是这样规定的：“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16卷85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对于利用各种表现自由缺乏真正的理解，以为在自由的英国，只要举行集会游行，就会引起公众注意，轻易达到宣传的目的。恩格斯告诫说：“你们在德国还不了解：上百年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与之有关的宣传，已经使公众对这种方式的敏感性迟钝到了何等程度。”（36卷455页）显然，即使获得了各种表现自由，仍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各种社会主义派别和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对资产阶级表现自由的批判。这些批判就揭露的内容而言，有的很精彩，但他们的意图，通常是反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们的反动意图进行了批评。

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实现各种表现自由的时候，就要求回到中世纪行会的“自由”去。他们“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说，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正是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阶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座，不论资产阶级遇到了怎样的攻击，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4卷4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是在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诅咒出版自由，这样他们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小市民的利益。（参见4卷496页）当一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批评出版自由时，恩格斯告诉他：“这叫做不折不扣的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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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27卷91页）。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鼓动家拉萨尔，企图与封建专制政权的代表俾斯麦合作，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他为俾斯麦起草的一项法令，宣布传播国内外新闻是国家的独占事业，凡不经国家而在集会和报刊上传播新闻者，要处以罚款和监禁。有一次，马克思和拉萨尔展开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拉萨尔认为在当时最先进的美国，“‘个人自由’只是‘消极的理想’等等，而且这一切都不过是旧的早已腐朽了的思辨垃圾。”（30卷261页）听了这种论调，马克思讽刺他是个“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30卷261页）。按照拉萨尔的看法，正在争取各种表现自由的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当这个用语出现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草案中的时候，恩格斯气愤地指出：在德国，一些人既给物也给人创造了统一的交往条件，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在法国，19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带来了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实行初级义务教育，并达到很高的程度。在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增加四倍，实行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参见38卷176页）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中，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俄国革命家巴枯宁，以反对工人阶级争取政治自由闻名。他认为：“先争取政治自由，这无非是意味着争取这样的自由，至少是在最初的日子里置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于不顾，既保存傲慢地显示自己财富的资本家的所有制，又保存贫困的工人所有制。”“政治自由只会是骗人的表面的东西和虚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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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工人放弃政治，并且不相信工人能够利用政治自由。1871年，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对巴枯宁的论点进行了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都作了发言。恩格斯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17卷450页）

这些工人运动内部对表现自由持敌视态度的派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产生于专制制度长期统治的国家。这些派别的成员在企图进行革命的时候，现成的、习以为常的专制主义思想无形中成为他们分析问题的准则。他们没有条件也不愿意通过大工业生产开阔眼界，而是把恢复小生产方式和小市民的生活作为革命的目的，并且把这些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而，他们本能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诅咒处于社会进步过程中的表现自由的交往政策，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表现自由斗争的内部障碍。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极左派代表人物维利希，他计划的“革命”成功以后，其交往政策是：“除一种每日公布应当怎样思想和怎样做事的命令的报纸之外，其他报纸一律禁止”（9卷566页）。奇怪的是，他竟还称这是一种“民主制”（9卷567页）。马克思对维利希的“计划”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由于工人运动在各国的发展不平衡，恩格斯晚年类似事件还有出现。1889年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工人党内的可能派机关报《工人党报》，竟要求取消在法国确立不久的“可恶的出版自由”，原因仅仅是这一派的某一观点与政府的看法一致，便要通过政府的非常措施封住党内盖得派的嘴。恩格斯气愤地指责可能派的这一“可耻行径”，并且在谈到1889年3月18日这天的《工人党报》时，加了一句评语：“正是在这一天！”（21卷584～585页）意即可能派背叛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六、交往政策与法

现代的交往政策一般是以法的形式表现的，体现交往的基本政策的是宪法或宪法性质的文件。例如马克思在写波兰史时说：“1791年5月3日
 就能公布新宪法了。这个宪法……承认在波兰通常的出版自由，……不失为东欧曾经创造过的唯一的自由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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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到的波兰宪法，就规定了出版自由是交往方面的基本政策。说明具体的交往政策的是出版法、结社法、集会法、教育法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涉及18—19世纪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的交往方面的法律，对有的法律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而表达了他们对精神交往法律问题的基本认识。

几年前，一些报纸引证过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明这是他的基本认识。例如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关于自由的限度与界限，马克思的解释排除了资产阶级的局限。他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
(14)

 只要细看一下马克思原著的上下文，就可以发现，这位作者把马克思批判的观点当作了马克思的观点，理解上是颠倒的。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他在分析了法国1791年和1793年宪法有关表现自由的条文后，归纳了这些条文的核心问题，即上面引证的那句话，这不过是重复法国宪法中的词句，其中第二个“没有害处”马克思使用了着重号，表明他对此另有看法，以引起读者注意。紧接着，他写道：“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
 ，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
 。”（2版3卷183～184页）马克思的确突破了资产阶级的局限，这个局限便是“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马克思的观点涉及他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社会交往异化的问题。大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向全球的推进造成了世界交往的体系，打破了以往人们的交往简单而封闭的状态，造成了普遍联系。但这是一种建立在物（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普遍联系。人们必须要获知其他人的活动情况，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又竭力不让别人获知自己的情报。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讲的情形：“各个人看起来似乎
 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46卷上册110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教育等等的自由，同时又要求别人的自由不得侵犯自己的利益。这种二律背反在法律上便是“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这一法律观念既不是从来就存在的，也不会永恒。

马克思肯定大工业的发展带来的人们交往关系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他发现“别人”是每个人自由的限制，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从中也可以导出更为不自由的结果。对别人“没有害处”这个限制，实际上可以成为任何人（特别是当权者）限制别人的表现自由的借口。例如出版法，若以“没有害处”为前提，那么它也可能是保障出版自由的手段，也可能是更为严厉地扼杀出版物的法律。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新闻出版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不可能成为以惩罚相恫吓的一种预防罪行重犯的简单手段。”（2版1卷17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表现自由的理想状态，是每个人都把别人看作是自己自由的实现，而不是自己自由的限制，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就是“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卷491页）。当然，他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了设想，无意对此去作乌托邦式的描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空想主义者，在表明他们关于表现自由与法的认识的同时，对所处环境中的表现自由和法的关系，也提出了尽可能彻底的、可操作的改进要求。其基本原则是：争取所有人在普通法庭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使法律保障每个人的表现自由的权利，减少物的依赖关系对表现自由的控制。对此，恩格斯讲过一段话：“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19卷7页）在出版法方面，马克思提出：“新闻出版法
 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
 。”（2版1卷176页）“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新闻出版的正常
 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因此，新闻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情况的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发生冲突”（2版1卷175页）。在结社法方面，恩格斯提出：“结社自由权的基本条件是：警察机关不能解散或封闭任何一个社团，任何一个协会。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决某一社团或它的活动和宗旨是非法的，从而要惩处有关过失人员的时候，才能采用。”（5卷323页）只是在立法必须保障表现自由的意义上，他们承认精神交往的政策用法律来表现。如果立法没有这个基本前提，那么像普鲁士国王、法国皇帝、俄国沙皇也会欢迎“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对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更为有利。

从立法必须保障表现自由的认识出发，马克思多次批评了宪法上承认人民的表现自由权，具体法律限制甚至基本取消这些权利的假自由主义。1848年11月的法兰西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表现自由权利，但后来的具体组织法又实际上取消了这些权利，马克思揭露说：“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
 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7卷588页）普鲁士1850年的宪法也规定了普鲁士人的各种表现自由权利，然而马克思发现：“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12卷65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交往政策与立法，把它们看作是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展在法的领域的体现。马克思说：“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6卷292页）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18卷309页）由于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牵制作用，他们反对“把法律看作是统治者的意志的一时灵感”（3卷379页）。当谈到伊斯兰世界与西欧的法律差异时，马克思说：“谁想用code civil［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经，谁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结构。”（10卷181页）

这个问题反过来认识也是一样，恩格斯说：“匈牙利宪法和大不列颠宪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某些马扎尔政客曾经利用这种情况，企图以此为根据硬要我们匆忙做出匈牙利民族并不怎样落后于英吉利民族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布达的小商人和郎卡郡的棉纺大王之间的距离，或匈牙利草原上的流浪镀锡工和英国工业中心的宪章派工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千百哩，而且是千百年。”（9卷104页）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匈牙利政客的民族虚荣心，因为他们只注意到一些相同的词句，却忽略了法的实际内容与具体的经济基础的关系。

在实际生活中，法反映经济生活是很曲折的，其中有相当程度的继承性。例如英吉利法，恩格斯说：“它拯救了很大一份古日耳曼人的自由，它不知警察国家为何物（这种国家在萌芽状态中就被十七世纪的两次革命扼杀了），它在两百年来公民自由的不断发展中达到了最高峰。”（21卷523页）这里涉及传统与社会变化的机遇。英国传统的不成文习惯法，带有早期日耳曼人的自由意识，尽管这种自由意识与现代自由意识的社会基础不同，但毕竟有相同的形式，当遇到17世纪的大革命时，法律的继承关系使英国的古代习惯法被不知不觉地赋予新的内容而沿袭下来。所以马克思说：“在英国，最重要的政治自由一般都是由习惯法确认的，而不是由成文法批准的；例如，出版自由就是如此。”（6卷295页）伦敦海德公园的集会权利，也是这样。1872年，英国当局准备制定在公园举行集会的条例，因此而激起几个星期群众斗争的风潮。恩格斯支持保留这种人民的权利。他写道：条例“规定凡是想举行这种公众集会的人，必须在举行集会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将此事通知警察局，并注明演讲人的姓名。这个对伦敦报刊严密封锁的条例，一笔勾销了伦敦劳动人民最珍贵的权利之一——即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服从这个条例就是牺牲人民的权利”（18卷211页）。

由于英国在世界交往中的主导地位，具有自由传统的英吉利法，恰恰抵消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的反动。1892年，恩格斯写道：“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丧失而到现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纪，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22卷353页）当然，英国法的发展本身，仍然要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例如英国结社法的制定就是这样。由于英吉利法显而易见的进步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政策的立法观念，有不少借鉴于它。

有关表现自由的立法与其他一些政治性明显的法律，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与资产阶级论战时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4卷485页）但这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高级得多的法学领域”（18卷303页），所以他们一般只在宏观上点明法的阶级性和归根到底的物质基础，对具体的交往政策的分析从不简单地套用“阶级”的大字眼。

他们认为，法在总体上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成熟了的共同利益”（6卷292页）的产物，法的制定者“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3卷378页）。这样，法就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
 的表现”（37卷488页）。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制定的法律越开放，那么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限制（不方便）就越大；同时也有利于被统治阶级利用法律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恩格斯说：法典“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37卷488页）。有鉴于此，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
 运动”（33卷337页）。这种形式就是各种较为彻底的保障工人交往和发展自由的法律。

《新莱茵报》1848—1849年得以在多次被人起诉的情况下照常出版，即有赖于莱茵省法律对出版自由的保障。科伦的陪审法庭两次宣判《新莱茵报》无罪，该报这样报道说：“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的判决是莱茵普鲁士出版自由的一项新保证。”（6卷689页）作为对比，可以看一看当时普鲁士其他没有法律保障出版自由的地区。1849年3—4月，《新莱茵报》连载了威·沃尔弗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很受当地人的欢迎。恩格斯回忆说：“人们要求买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19卷78页）。显然，有否法律保障对表现自由的实现至关重要。

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所以可能有利于工人运动，还在于法律的公平形式。马克思在一本读书笔记中写道：“统治者不得不和好多种行为和好多种人打交道
 ，而不是与孤立的行为和单个的人打交道。由此产生他们的‘法律’的不偏不倚性、铁面无情性和普遍性。”（45卷657页）恩格斯也写道：“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18卷310页）。在不涉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时候，这种形式上的简单的公平有可能转变为实际内容的公平。例如关于弗·梅林对宗内曼诬告案成立的判决、肖伊对奥温伯德诽谤案成立的判决、海因岑对《纽约时报》诽谤案成立的判决（参见34卷323页、36卷707页、27卷349页），马克思或恩格斯都认为是公正的，尽管法庭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为了防止各项表现自由的法律可能对工人利益的侵犯，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守法的义务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39卷402页）。“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22卷91页）所谓“法律上”，是指行动上服从；而“道义上”，是指思想上赞同。工人政党自然不能从思想上赞同统治者的法律。如果对方不守法，那么人民就有起义的权利。马克思曾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所规定的起义权和西班牙习惯法中的起义权（参见10卷494页）；而恩格斯则赞扬了英国的守法规则。他写道：“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22卷91页）

尽管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动。因此，马克思对法律有如下看法：“法律
 只能是现实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
 的自我独立的表现。”（40卷308页）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废除过时的束缚人民精神发展的法律，制定保障表现自由的法律，因为“某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2版1卷190页）。在要求用保障出版自由的出版法代替书报检查时，他十分赞同莱茵省议会一位农民代表的意见：“随着时间不可遏止的向前推移，会产生现有立法中尚无适当规定的新的重大的兴趣或者新的需要。每当这样的时刻，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来调整这种新的社会状态。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时机。”马克思认为“这是真正历史的
 观点”、“英勇果敢的观点”（2版1卷199页）。

当来不及制定新的法律时，他和恩格斯则要求用新的观点解释旧的法律。1849年2月，在审理《新莱茵报》诽谤案的陪审法庭上，马克思对陪审员们说：“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越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6卷274页）恩格斯也指出：“当旧的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应该挺身而出，对旧的法律作新的解释，使它适合于新的情况。”（6卷281页）对这方面的倒退行为，他们一生都在与之斗争。若它来自当权者，则坚决予以揭露；若来自人民的传统观念，则给予善意的嘲笑，例如丹麦宣布出版自由后，恩格斯就嘲笑过那些专门出版基督教劝善书的“正确行使出版自由协会”；对法律的些微进步，则予以肯定，例如德国统一后的帝国出版法虽然基本照搬普鲁士出版法，但有一点得到了恩格斯的称赞，他说：“清除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的保证金和印花税，就成了这一法律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也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步。”（21卷52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是交往政策的立法从专制性质向民主性质过渡的时期。为了使这种立法较为彻底，更多地有利于工人运动，他们对有关交往的法律提出了基本的法律要求。

首先，法律不应当是预防性的。马克思指出：“预防性法律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尺度
 、任何合乎理性的准则
 ，……预防性法律没有范围
 ，因为为了预防自由，它应当同它的对象一样大，即不受限制。因此，预防性法律就是一种不受限制的限制
 的矛盾，这一法律所遇到的界限并不是由必然性产生，而是由任性的偶然性产生”（2版1卷177页）。“因此，法律是不能预防人的行为的”，“法律只是作为命令
 才起预防作用。”（2版1卷176页）这是马克思从批判书报检查制度中得出的关于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有关精神交往的法律是预防性的，就必然将所有交往全部假定为怀疑对象，这等于扼杀了任何自由的交往。

其次，法律必须与党派的认同相区别，不能以思想方式为衡量标准。恩格斯曾讲过：意见领域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22卷142页）。法律只干预意见领域的违法问题，如诽谤等等，但不干预意见的其他内容。党派则以意见的内容相认同，它的特点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个党的成员中使我遭到憎恨和鄙视的东西，在那个党的成员中却会受到热爱和尊敬。”（6卷273页）因此，他坚决反对用党派的倾向作为法律的依据。

在党派“法律”下，是不可能有法律面前的平等的，这种党派“法律”意识可以随意给人定罪。《新莱茵报》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它因在广告栏发表一篇《告德国人民书》而受到检察官的指控，这位检察官的逻辑便是他的党派“法律”。马克思分析道：“如果‘坏报刊’发表了革命的事实和公告，它就犯了双重的叛国罪。它是犯罪行为的精神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叛乱活动就说明它内心喜欢这种活动；它又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这些活动就是宣传这些活动，既然宣传这些活动，它就成了叛乱的工具。……相反地，‘好’报刊却有报道或不报道、歪曲或不歪曲革命文件和事实的特权。”（5卷523～524页）由于使用了党派标准，因而出现了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标准。法律的标准应当是恒一的，并且只用来判断行为。就此马克思说：“只是由于我表现
 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
 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2版1卷121页）。“仅仅一个想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声明
 并不能成为刑事警察或违警警察对我进行迫害的借口。”（6卷273页）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法律，是可以做到不以思想方式为衡量标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这类事例。1840年，蒲鲁东由于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说“财产就是盗窃”而被基佐政府送上被告席。对此事恩格斯评价道：“这是枉费心机的。可以预料，任何一个法国陪审法庭都不会根据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来给他判罪。事情果然如此。政府丢了脸，而蒲鲁东却成了一个著名人物。”（6卷668页）但在当时的德国，连资产阶级法律的这一原则也不被承认。有一次，他看到德国一位法学家的演说稿，十分赞同他的看法，就此事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说：“亨奈耳的演说从法律方面来说是最好的一篇。他指出，要求公民不仅在外表上，而且从内心里
 服从法律是荒谬的。这种要求意味着，仅仅是某种意图
 和公开说出这种意图，就被认为是犯罪，犯罪者就可以被宣布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要求表明，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观点在德国被践踏到何等地步”（36卷463页）。而在俄国，事情更糟，甚至连具体的言论依据都没有，就可以给人判罪。在了解到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苦役八年的原因时，马克思气愤地写道：“如判决书所云，此人‘如此狡诈’，他能‘使自己的著作保持一种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形式同时又公然在其中喷射毒液’。这就是俄国的司法！”（32卷507页）

再次，法律规定应当是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写文章批评普鲁士法律用词含糊，而含糊用语恰恰反映了法律的专制主义特点。1843年，当普鲁士内阁用这类法律用语指摘《莱茵报》时，马克思指出：“这些指摘在它们现在这种含糊不清、可作多种解释的措词下，却可以用来（同样不能用来）作为查封任何一家报纸的理由，就像查封《莱茵报》一样。”（40卷349～350页）法律用语的含糊，造成判断的过大的伸缩性，而使主观任性得以为所欲为。就此恩格斯批评过早期的英国法律，他说：“制裁政治罪的刑法在行文方面几乎和普鲁士的刑法完全一样；特别是‘鼓动不满’（exciting discontent）和‘煽动性的言论’（seditious language）这两条的措词很不精确，使法官和陪审员大有回旋的余地。”（1卷701～702页）他还批评了专制性质的奥地利法律，指出：“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法给人定罪。”（19卷148～149页）他要求学习“规定得很明确的法兰西法律”，认为它与普鲁士法的含糊不清之间有“本质差别”（20卷120页）。

最后，司法权要独立于行政权。如果司法权不能独立，而要服从行政权，法律的权威便荡然无存。恩格斯认为“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41卷321页）。马克思认为，司法官员受命于行政权具有专制主义的性质。以没有异议的公民起诉权为例，在普鲁士，由于司法权服从于行政权而造成以下情况：“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
 ，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
 。”（14卷687页）“起诉权——例如对诽谤者的起诉权——是以一个官员的预先
 ‘决定
 ’为转移的，而这个官员又会由于所谓的‘违反职责’（见1849年7月10日暂行条例和1851年5月7日惩戒法）而受到政府惩罚，……这样的事，不用说向英国人解释清楚，就是要他们大致相信，也是很难的！”（14卷687～688页）在这里，他显然把英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作为一种肯定性前提。

当精神交往政策的立法达到了以上四点要求时，恩格斯以出版自由为例，称它为“绝对的出版自由”。在回顾《新莱茵报》的时候，他写道：“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21卷20页）在谈到自己为《新莱茵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时，他说：“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22卷89页）这两家报纸所处的法律环境，基本都具备他和马克思所谈到的对法律的四项要求。不同点在于，《新莱茵报》得到的表现自由在普鲁士仅仅昙花一现；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和英国的出版环境，则基本上是一种稳定的“绝对的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是在法律意义上讲的，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出版方面摈弃人治的较为彻底的程度，这同自由与必然或绝对与相对的哲学观念不是一回事，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所能达到的最开放的精神交往政策的法律表现。


 七、几项具体的交往法律、惯例

诽谤和侮辱

关于精神交往的法律中，应用最多的是有关诽谤、侮辱的条文。在这方面，马克思堪称法学专家。1849年，他用很在行的法学语言解释了拿破仑法典的有关条文，对诽谤、侮辱作了确切的分析。他指出：“诽谤
 是指如下的情况，如果我把某种行为归罪于某人，说这种明确指出来的行为是他完成的。……如果说：‘你在某地偷了一些银匙子’，就是诽谤”（43卷461～462页）。“侮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谴责某种缺陷和一般的侮辱性言词。……如果我说：‘你是一个小偷，你有偷窃的习惯’，那我就是侮辱
 了你。”（6卷271页）诽谤和侮辱都是诬陷的形式，但程度不一样。侮辱是一种泛泛詈骂，诽谤则必须具备具体的内容，所以他指出：“在后一种情况下指控的事实内容更清楚，名誉受到更大损害”（43卷462页）。因此，诽谤罪与侮辱罪受到的处罚也不相同，对诽谤，“是重得多的剥夺自由和公民权的惩罚”（43卷462页），而侮辱“应受一般的行政处分”（43卷461页）。

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逮捕》的通讯，报道宪兵们逮捕科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时的蛮横行为，批评了柏林总检察长茨魏费尔对革命实行反动的政策。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发行人科尔夫被控侮辱总检察长和诽谤宪兵。1849年2月7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马克思运用法律知识驳回了这两项指控。首先，侮辱总检察长是不成立的，因为通讯对他的揭露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即使说报纸诽谤了他，法律上也讲不通，因为“《新莱茵报》写的是：‘据说
 ，似乎茨魏费尔先生的声明说……’。为了诽谤某人，我自己绝不会把自己的论断置于怀疑之下，绝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用‘据说’这样的词；我一定会说得很肯定”（6卷273页）。就这样，马克思推翻了第一项指控。

至于指控诽谤宪兵，马克思说：“只要粗略地看一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就可以确信，《新莱茵报》抨击地方检察机关和宪兵，毫无侮辱或诽谤之意
 ，它只是在履行它的揭露职责。对证人的讯问已经向你们证明，我们关于宪兵
(15)

 所报道的完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卷275页）在这里，他用以驳斥控告的是事实，一旦证明确有其事，控告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马克思多次叙述和评论过一些诽谤案，他使用的概念是准确无误的。1861年底，他报道了伦敦高等控诉法院审理的一件报刊诽谤案。《斯塔布斯氏周报和债权人一览表》为了债主们的利益，雇用一批人去侦察哪些人将无力支付债务，然后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在报纸上。一家有正义感的小报《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说：“每个真正的人都有责任除掉这个可耻的密探机关”。为此，斯塔布斯控告了劳埃德。法庭站在债主们一边，判决原告有理。在前面，马克思报道斯塔布斯控告劳埃德犯的是诽谤罪；到后面，他报道斯塔布斯打赢了官司，叙述的原话是：“原告斯塔布斯有理，他名誉受到侮辱，应判给他1法寻
 的赔偿费。法寻是英国最小的货币单位”（15卷450页）。这显然是一种象征性的处罚，他使用的是“侮辱”而不是“诽谤”。他很清楚，即使劳埃德攻击斯塔布斯的报纸是“密探机关”这一点不是事实，也只能是侮辱，而不是诽谤。

1860年，马克思在批评英国《每日电讯》时，谈到该报主编勒维所报道的一桩诉讼案。他说：“不幸的是，勒维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作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14卷657页）勒维把一个具体的人拉扯进具体的事件中，因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断定勒维是在诽谤，而不仅仅侮辱了那个无辜的人。显然，马克思对诽谤、侮辱的看法是明确的和始终如一的。

诽谤或侮辱得以成立，还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必须是公开的或直接递交当事者。对这两个条件，恩格斯进行过论证。在《新莱茵报》的诉讼案中，报社虽被控诽谤了宪兵，但却没有具体的诽谤对象。他抓住了这一点反驳说：“这些所谓的被诽谤者甚至没有被指出名字，没有被确切指明是谁，检察机关怎么能说这是诽谤呢？……法律明确地要求确切指明被诽谤者是谁；但是，在被指控的文章的那一段话中，任何一个宪兵都不可能看出对自己的侮辱”（6卷283页）。1846年4月，莱茵省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对拉萨尔起诉，说他侮辱了该省杜塞尔多夫市的副检察长冯·阿蒙，而证据是拉萨尔写给一位农民的私人信件。恩格斯在评述这件事时嘲笑了这位检察长法律上的无知：“把含有侮辱内容的文件送给被侮辱者本人或把它公开传播才能构成罪行。现在，尼科洛维乌斯先生做出一件发明，如果有人向第三者
 写信时用侮辱性的言词写到官吏的话，那也是对官吏的侮辱！”（6卷532页）

隐私权

在人们的精神交往中，马克思很重视人的不可侵犯的隐私权利。他写道：“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2版1卷121页）。由于书报检查的“预防”性质，必然会侵犯这种权利，因而他对此进行过不断的批评，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是对私人权利，尤其是对思想的一种经常的侵犯。”（2版1卷183页）1849年3月，当普鲁士国王推出一个新的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出版法时，他用特号字体在《新莱茵报》上愤怒地揭露道：“新法案则企图把在私人谈话中、在自己房屋中、在自己家庭中、在私人通信中所发表的任何意见都置于警察局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并加以惩治，——也就是说，新法案企图组织最卑鄙的无孔不入的特务活动
 。有无限权威的法兰西皇室政权的军事专制总还尊重私人交谈的自由；……普鲁士的家长立宪制的监视和惩罚竟推广到了私人生活，推广到了私人生活中最忌讳的领域——甚至连野蛮人也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家庭关系的领域。”（6卷405页）

从维护这个基本权利出发，马克思曾以记者的身份对报刊关于私人问题的报道，作了以下的原则性阐述：“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
 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2版1卷359～360页）在这里，他虽然没有使用隐私权这个现代交往中的概念，但相当完整地说明了隐私权的内容和原则界限：第一，报刊不应揭发与社会、政治无关的一般个人的私事，例如揭示他的姓名、住址和活动等等；第二，如果这种个人的私事涉及或妨碍了社会生活，或这个人处于政治活动中，那么他个人的活动就不属于不应揭发的私事，而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

恩格斯也谈到报刊不能侵犯个人的隐私。188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菲勒克未经同意，就在他的报纸《南德意志邮报》的《信箱》栏发表并歪曲了化学家肖莱马寄给他、请他转交给一位工程师的信。对此恩格斯气愤地说：“这种完全是私人的通信怎么到了报纸上而不是投进真正的信箱呢？菲勒克又怎么竟敢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刊登私人信件呢？”（35卷438页）由于菲勒克对他的错误一再辩解，尽管他们政治上是同志，但恩格斯和肖莱马决定“必须同这类猪猡断绝任何关系”（35卷440页），并且把事情通报给党的领导人。

马克思尊重这种在当时作为惯例（现在已成为一般法律的内容）的精神交往原则，但同时也坚决反对利用这种权利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辩护。1867年，法国亚尔萨斯的纺织大王多耳富斯家族制定了一种名义上是慈善事业的合同，一旦人们在这种合同上签了字，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奴隶。巴黎各报对此进行了揭露，而这个家族则认为这是他们的私事，新闻媒介不得干涉。为此，这个家族的代表、牟罗兹市市长让·多耳富斯于1868年2月联合一伙人向立法团提交了一份出版法条文草案，要求保护私生活。立法团通过了这个草案。这项法律规定：“凡期刊发表有关私生活事宜，均为违法行为并罚款5百法郎。”（32卷720页）法律条文本身似乎很好，但在解释上则承认多耳富斯家族的合同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事。马克思连续在书信中批评这个条文“下流”，他指出：“亚尔萨斯的多耳富斯家族，那完全是一伙骗子，他们通过订立合同条款使工人同他们建立一种舒适的而又对雇主极其有利的奴隶关系
 。他们在巴黎的各报上已受到应有的揭发，也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前，多耳富斯家族的一个成员在立法团提出并硬要通过一项最下流的出版法条文，即‘私生活应予严加保护’。”（32卷528～529页）

恩格斯也反对以“私事”为理由来保护国家活动家。他认为一般人的私事应有隐私的权利，但国家活动家所说这类“私事”不在此列。1871年，由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揭露了几个法国政治家损人利己的“私事”而受到一家报纸的指责。为此，恩格斯反驳说：“《派尔—麦尔新闻》声明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些说明英国
 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世，那末，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
 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17卷409页）如果说这里恩格斯讲的带有阶级斗争的背景的话，那么他在这类问题上与同盟者的论战可以说明这是他的一贯认识，并非只对敌人而言。

1875年，由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甫罗夫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一本小册子，使得恩格斯对隐私权的运用再次进行了阐发。这本小册子揭露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阴谋家巴枯宁，拉甫罗夫认为其中充满了“私事”，而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恩格斯先承认私事和私信不应公开这一隐私的权利，接着他写道：“如果这样无条件地加以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他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与他的两个宠姬的私事、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和她的情夫的私事为例，指出：“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谈到巴枯宁的阴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恩格斯反问道：“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本段引文均见18卷591页）他的观点十分清楚：政治活动家的隐私范围比一般人小。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阴私与公共利益和社会政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的私事，而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部分了。它们失去了不被揭示的权利，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的不能回避的内容。

版权

自从出现可以大量复制的印刷机以后，为维护作者的利益，版权逐步从精神交往的惯例转变为法规。马克思具有较强的版权意识，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民主周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不经作者和原杂志的同意，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埃卡留斯的文章《伦敦的缝纫业
 》。就此，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他转载埃卡留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上的《伦敦的缝纫业》一文，既不征求埃卡留斯的意见，也不注明原载《评论》。……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威廉发表文章时把它说成是专门为他写的，而不是转载自《评论》的。”（32卷250～251页）

1886年《伯尔尼公约》签订后，版权成为一项国际性精神交往的法律。恩格斯依据这一公约的精神而维护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利。1890年，他曾针对英国杂志界的惯例而提出自己的版权要求，他说：“根据这里的规定，文章属于
 杂志，如果你不事先声明不许修改，编辑部可以任意修改文章。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条件是：（1）我保留著作权；（2）不经我直接同意，不能进行任何修改。”（37卷363～364页）即使是党内的宣传、出版工作，他也要求以尊重版权为前提。1894年，俄国社会主义者克里切夫斯基擅自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恩格斯得知后写了一封信给他，抗议他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他写道：“那些文章，根据伯尔尼协定，版权都归我所有，……据我所知，党内的习惯一直是：即使涉及不属于伯尔尼协定规定的作品的翻译，也要征得作者的许可，借以维护对作者的尊重。……您无视这一规定，因此我郑重地抗议您的做法并保留自己的一切权利。”（39卷237～238页）

恩格斯自己也很注意遵守版权的有关规定。1895年，他准备出版马克思1842—1843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曾专门向律师咨询，马克思的继承人对当年的文章享有多大的版权，以及如何取得这些著作的版权。为了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汲取俄国人的教训，他就这次出版事宜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俄国人有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为了有利于宣传’，有时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印刷厂和出版社的利益而损害别人，不征得同意，就侵犯版权。但是我至今还不习惯德国人的这种行为。”（39卷440页）

隐匿权

就新闻这种精神交往形态而言，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了现在称为“隐匿权”的惯例，即报刊编辑部有责任为新闻来源保密。为此，马克思曾不惜自己面对法庭、报纸被查封的困境，也拒绝讲出新闻来源。1842年秋，《莱茵报》公布了普鲁士当局秘密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提供这份草案的是省长的儿子弗洛特韦尔。这一法案引起全国报刊的广泛讨论，搞得当局很被动。普鲁士国王以查封报纸相威胁，要求编辑部把泄露法案的人讲出来。作为主编的马克思拒绝合作，因而这件事成为《莱茵报》被查封的主要原因之一。

1848年，《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文，揭露宪兵逮捕科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时的违法行为，并批评了总检察长茨魏费尔。此文被控侮辱最高检察长和诽谤宪兵，法庭预审推事传讯了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德朗克、发行人科尔夫，搜查了编辑部，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编辑部交代出文章的具体作者。然而，马克思和其他人始终拒绝这样做，直到第二年陪审法庭宣判被告们无罪。至今，《逮捕》被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仍无法判断作者到底是谁。马克思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报纸的信誉，保护新闻来源。

这种情况的例外，是新闻来源本身可自愿公开，但报刊编辑部无权要求他们公开。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国会党团的多数派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法案。其中主要文章是党团少数派、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写的，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应当主动为这些文章承担责任，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匿名发表，该报主编爱·伯恩施坦要为匿名文章承担责任。为此，恩格斯有些为伯恩施坦打抱不平，他对另一位党的领导人说：“他不应该替别人的文章承担责任，也没有权利把文章的作者说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谁，……看来爱德已决定为这些文章负责。”（36卷292页）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旁人怎样评价这件事，报纸编辑是严格按照惯例行事的，他要为作者承担发表的责任。

这种惯例在其他报纸那里也是一样。1855年，《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记者匿名来信，揭露克里木战争中由于官僚主义而造成大量英军伤病员死亡的事实。陆军副大臣弗·皮尔要求报纸编辑部提供该记者的姓名，马克思对《泰晤士报》的答复作了报道，写道：“该报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只有在弗雷德里克·皮尔先生坚决保证对揭露真相的记者不予追究的条件下，才同意说出姓名。皮尔没有同意这个条件，然而在议会中指责了《泰晤士报》的拒绝态度。”（11卷563页）马克思对《泰晤士报》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这件事上，他支持了该报编辑部的做法。

1875年，德国《法兰克福报和商报》（这是一家同情工人运动的商业报纸）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俾斯麦煽动宗教狂热和建立收买报刊特别经费的政策。当局强令该报主编列·宗内曼讲出作者来。他拒绝合作，被判拘禁一个月。马克思在去疗养地途中，拜访了就要入狱的宗内曼，并显然赞同他为保护作者而做出的牺牲。他向恩格斯通报情况说：“我看到了宗内曼，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审讯，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34卷9页）

作者和出版者责任

就新闻出版工作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使用过“惯例”这个概念，它主要是指出版中的责任和权利。责与权的不成文规定，是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现在部分已成为法律上追究责任的依据。例如报纸编辑或编辑部对匿名文章承担责任，就含有责与权的双重意义。恩格斯就此明确指出：“我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为作者姓名保守秘密，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撰稿人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
 。至于发表的责任由编辑部承担。”（42卷417页）当编辑部不承担责任时，恩格斯是很生气的。有一次，在谈到普鲁士的《福音派教会报》时，他批评该报主编亨斯滕贝格说：“撰稿人几乎全是匿名的，因此，编辑应当替他们承担责任。如果某人在报上受到攻击而要求他作出解释时，这才发现亨斯滕贝格先生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说出作者是谁，但自己又不肯承担责任。”（41卷508页）

就编辑部内部而言，也有一个谁过目谁负责的惯例问题。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拉萨尔分子就违背了这一惯例，而使党的机关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受苦并被架空。对此，马克思批评说：“他们违反党内和新闻业中通行的一切惯例，故意搞得使李卜克内西要为所有的文章，包括那些他不在时写的文章而坐牢，以致他在《前进报
 》实际上扮演着法国报纸的名义编辑所扮演的那种角色。”（34卷55页）

但是在法律上，报纸的内容又是由发行人（经理）承担责任。1842年，恩格斯谈到英国时提到：“报上发表的议会报告的内容由报纸发行人一个人负责”（1卷690页）。1848年的《新莱茵报公司章程》第15条规定：“发行负责人对报纸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公司的商务、报纸的发行、广告的编辑和各版的审核。”（43卷493页）虽然这样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报纸编辑部（或总编辑）对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负责任。报纸横线以下的广告内容，由提供广告者负责。文艺作品、杂文等，其内容由作者自负，但发表的责任自然由发行人承担。

1848年，科伦的检察官黑克尔曾因《新莱茵报》横线下的一篇告人民书而控告马克思。马克思嘲笑他缺乏常识，指出：“即使报纸转载革命事实或公告是一种叛国的行为，那也绝不能直接把卡尔·马克思
 ‘确定’为叛国者，而首先应当追究报纸的发行人，在上述文件刊登在横线下面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5卷523页）1849年，《新莱茵报》的横线以下刊登了一则匿名简讯，揭露驻地一位上尉连长拿公家燃料做投机买卖。他的两个部下闯到马克思家里，要求“交出”作者。马克思为此向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声明：“刊登在横线以下
 的东西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一般只是对报上我签字的那部分文章负责。”（27卷522～523页）

更正权和答辩权

在马克思的时代，更正权和答辩权也是以“惯例”的形式出现的。上面提到的《新莱茵报》对上尉连长的揭露，被揭发者不服，马克思告诉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意见”（27卷521页），便是讲的答辩权。在一般情况下，答辩或更正的篇幅与原文的相当，是免费的，报纸有义务这样做。当报纸拒绝的时候，便要诉诸法律了。1860年，英国《每日电讯》发表了一封信，对马克思进行诽谤和侮辱，他致信该报编辑说：“如果您不希望作为一个犯诽谤罪的被告而被传到法庭，那您就得在下期报纸上刊登一项对您的轻率行为amende honorable［表示歉意］的声明”（14卷767页）。在这里，他首先要求的是道歉（更正或答辩的一种形式），同时以诉诸法律相威胁，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编辑或编辑部来说，道歉的方式依受到外部压力大小而变化。1882年，法国工人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用沙文主义观点攻击德国同志的文章，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编辑部很快就宣布不赞同这篇文章。对此，恩格斯向德国人表达了马克思的意见：“这篇文章已经
 被宣布不予赞同——诚然，是以相当缓和的形式，——但马克思告诉我说，依巴黎的记者们看，这是完全过得去的方式，当地任何一家报纸对待犯了过失的编辑，只要这家报纸没有受到压力
 ，通常就是采取这种方式。”（35卷389～390页）

但是，若编辑部收到的答辩或更正是无理取闹，它也有权拒绝刊登。1882年，法国工人党内一位无政府主义记者果达尔，因《公民报》揭发他投靠法国煤气公司，他又无法推翻这一事实，便写文章企图挑起与编辑部的决斗。报纸编辑部拒绝发表他的文章。恩格斯就此事评论道：“按照任何惯例，而不仅是按照巴黎报界的惯例，拒绝刊登这样一个人的所谓反驳文章，完全是理所当然的。”（35卷403页）

根据当时英国的惯例，当事人进行更正或答辩时，不能因此而涉及报纸的内部事务，否则会失去这种权利。1894年，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艾威林与一个人发生冲突，《每日纪事报》报道了这场冲突。艾威林在答辩时谈到该报一些内部事务，恩格斯提醒他：“所有这些情况你们都不能公开讲，否则《纪事报》编辑部将公开加以否认。因为根据这里的礼仪，报纸的内部事情是严格保密的，……如果你往前多走一步，《纪事报》（因为它与此事有关）就会宣布一切都是谎言。那时，无论是它还是任何别的伦敦报纸，都不会登载你们的辩驳的片言只字。这里出版界的礼仪就是这样。”（39卷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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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交往心理

当人们进行着精神上的各种交往时，始终伴随着看不见的交往心理活动。在交往中，认知、情感和意志这些心理因素相互联系，推动着同时亦制约着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中就指出：任何人的精神交往活动都不可能“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2版1卷133页）。他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用新的世界观解释了各种精神交往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对认知过程中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等等诸问题，论证得更多些。他们对交往心理的研究，使他们有关精神交往的论述更具理论色彩。


 一、外部环境与交往心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交往心理看作是人脑的某种神秘不变的能力表现，而把它看作是人脑在社会联系中不断完善的产物，看作一种社会实践，特别是现代工业革命中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恩格斯就人脑与社会的关系而写道：“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
 ，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20卷513～514页）马克思很注意外部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他以现代工业革命的环境为例，写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
 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42卷127页）。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此前已经讲过，在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样，他就把现代工业革命造就的人们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与他们的心理活动看作一个问题的两面，强调了现实的外部环境是心理活动的基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交往心理，主要问题是确定心理活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一定的心理表现如何依存于外部环境，又如何作用于外部环境。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外部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地理位置、历史形成等等）的影响，各个民族的交往心理有着明显的差异，它造成各民族间交往的障碍。只是大工业带来的普遍交往，方使这种心理障碍在民族交往中退居次要地位。在论述各民族的交往心理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分析问题的范例。

英国由于处在当时的世界交往中心，工业技术、社会财富、殖民地拥有量都居世界首位，因而近几百年整个民族形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心理，它妨碍了英国人对事物的全面而真实的了解。恩格斯就这一特点写道：“英国大众由于对外国事物的极端无知和天生的高傲，所以把外国人都看作是次等人，而把外国的一切事件几乎全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外国的事物隐瞒不提是很容易做到的。”（38卷511页）即使英国工人政党，也有这种心理特征。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柏林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大会的报告很好，出于对英国人的了解，他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且看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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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把该报告的摘要在报上发表。不过，由于纯粹英国式的沙文主义，你们在这里简直是受抵制的。使得这里的人十分恼怒的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做法和英国的如此不同”（38卷510页）。

由于英国工人的这种交往心理，对他们批评必须讲究一点艺术。恩格斯在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撰写英文版导言时，就考虑到英国人的特点。他说：“老实说，这篇导言之长竟达全书的一半，同时还必须写得很谨慎，因为不列颠庸人是不能忍受外国人讥笑他们的，但是我又不能不这样做。”（38卷322页）他还注意到历史传统对英国人心理的影响，他们在交往中表现出一种“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1卷551页），这种观念甚至使他们的幽默也与众不同，形成一种“特殊的冷淡而幽默”（31卷128页）。

同样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外部环境，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的风度、心理等与英国人大不相同。恩格斯这样描绘过巴黎的居民：“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像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像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5卷550页）。由于他们相对喜欢追求享乐，因而在读书方面就显得比较轻浮。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里写道：“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23卷26页）根据法国人的这种交往心理特征，恩格斯提醒法国工人党在宣传中应当“考虑到巴黎的读者习惯于轻松读物，甚至是适合于懒惰读者的轻松读物”（39卷434页）。然而，法国人从事历史行动的传统又使那里的政治性精神交往相当发达，甚至不惜为政治形式而牺牲实际利益，以致有一次恩格斯说：“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2卷513页）。

这种交往的心理特征也表现在法国工人党的政党活动中。由于1891年“五一”节那天是星期五，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在5月3日星期天举行纪念活动；而法国工人党则认为这是动摇和软弱。恩格斯为此比较了两国的交往心理，指出：“其实，分歧完全是自然的；这是南北之间的对立。你们南方人为了形式，可以牺牲一切；北方人则过于忽视形式，只重实质。你们喜欢戏剧性的效果，而他们对此则可能过分轻视。”（38卷24页）德国人若在5月1日举行纪念活动，会损失20万～30万马克党的经费，等于党的经费几乎全部耗尽，“为了追求同时举行示威游行的戏剧性效果，这样的代价未免过高了吧。”（38卷25页）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拉法格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谈的，恰恰证实了恩格斯对法国人心理的分析。拉法格兴奋地写道：“您简直无法相信五一节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已经有许多城市准备派代表到巴黎，向议会提出工人的要求。在巴黎，在外省，人们到处在活动，在谈论五一。人民大众的想象力被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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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当时是另外一种情景。近千年的不统一、战乱和专制统治，以及工业革命的姗姗来迟，使德国人的生活圈子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狭小得多，于是形成了一种弥漫德语地区的小市民的交往心理。马克思很早就透彻地分析了德国小市民的这种心理特征，写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大家也知道，这种心理学和对人的了解在城市
 里更是屡见不鲜。在那里，人们把洞察世界，能透过观念和事实的重重云雾识破忌妒成性、勾心斗角、抓住几股线头就想操纵整个世界的卑鄙小人的眼力看作有远见卓识的标志。”（2版1卷187页）由于这种心理的原因，德国一般的精神交往活动显得庸俗、气量狭小、目光短浅。德国的幽默甚至也是低级的，马克思说：“这种风趣与其说是玩弄思想，不如说是玩弄字眼，……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12卷67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市民的这些心理表现深恶痛绝，经常嘲笑它，并希望德国工人阶级能够摆脱它。

美国与欧洲的环境条件大不一样，其特点就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46卷上册4页）。这种环境条件使美国人的交往心理形成两个特点：一是几乎可以接受任何一种交往形式，心理上呈开放状态；二是注重实际的精神需要和享受。所以恩格斯说美国是一个“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36卷575页）。在恩格斯替马克思为美国报纸写稿时，马克思特别提醒说：“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
 。”（27卷332页）显然，他们把握了美国人交往中的心理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从阶级、党派的角度分析各种精神交往现象，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不同阶级、党派的交往媒介处于同一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相同的交往心理。这是由于它们虽然有阶级、党派的区分，但又有共同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报刊工作者，通常可以反映“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12卷658页），他写道：“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2版1卷151页）他和恩格斯所批评的各国工人报刊和工人政党内部交往的弊病，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些报刊或政党所属的民族、国家交往心理的反映。

在影响交往心理的外部因素中，最直接的、现实的因素是政治体制。虽然各民族各有自己的交往心理特征，但若以不同政治体制作为外部环境条件进行区分，那么专制制度下的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精神交往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交往心理特征，十分相似；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英国、瑞士、美国的精神交往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与它们却有很大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述，都论证了这种情况。

在专制体制下，顺从和迎合是交往心理的最显著特征。人们习惯于遵命写稿，遵命传播，而一旦没有了指令，反而会感到手足无措。所以马克思说：“所有俄国学者都奉命写答复和反驳文章”（31卷129页）。恩格斯说：“德国诗人总是遵照命令歌唱的。”（4卷232页）1848年，当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当时梅特涅统治下的奥地利时，竟出现了恩格斯所叙述的情况：“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8卷37～38页）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信息传播也发生了畸变。他们习惯于主动按照统治者的思想去思想，不断地跟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并以此道的成功为荣。这已不是被迫做的，而是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习惯性思想方法。这种由环境条件造成的传播者的心理，马克思这样作了描绘：“经过洪水浩劫之后，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比世界洪水发生以前的祖先，外貌长得较为悦目，尺寸变得较为适度了。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受同一个规律的支配。……这些报纸的编辑们虽然不是什么英雄，甚至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战士，但至少是善于推测的能手。”（12卷657～658页）例如普法战争后，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部分领土作为安全的保证，这时德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同样的声音。恩格斯分析其传播心理时说：“因为它适合宫廷的口味，所以风靡一时。”（33卷55页）

由于专制国家的交往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循环重复地进行，人们的眼光一般只局限于自己的“祖国”，因而另一种与顺从、迎合相对应的交往心理也很显著，即盲目的民族高傲心理。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德国小市民，他们在行动上十分软弱，在精神上又目无一切。马克思写道：“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Geist》［‘精神’］”（12卷673页）。这种盲目的民族虚荣心不允许任何不利于本民族的信息出现。于是就有恩格斯讲的发生在俄文书籍中的普遍现象：“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为迎合极端的民族虚荣心而歪曲事件真相，战场上的胜利被作者纸上的更大胜利弄得暗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置于不利的境地。”（44卷213页）

显然，这些畸形的交往心理，是由于缺乏一种必要的、正常的精神交往的外部环境。任何交往，特别是公开的交往，都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马克思把它称为“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精神力量”（2版1卷385页）。专制体制对精神活动的严格控制，扼杀了这种必要的精神力量。这个问题通过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1886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组织了一次失业者的游行集会，只是由于途中出现了流氓无产者抢劫商店的违法行为，此事才成为新闻。而这件事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德国，却引起了那里工人政党领袖倍倍尔的过分关注。他认为：“现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变得非同小可了。”深知英国交往心理的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指出：“革命狂叫，在法国是作为一种过了时的废话而出现的，……怂恿那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只能被理解为号召抢劫，而随后就发生的抢劫在长时期内使社会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至于说用这种方式似乎会引起公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那是你们在德国还不了解：上百年来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与之有关的宣传，已经使公众对这种方式的敏感性迟钝到了何等程度。”（36卷455页）

由于英国处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人们的交往心理因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呈开放状态，一般的事实变动早已不会引起大惊小怪。不要说游行示威，就是政府在法律程序内的更替，人们也是习以为常的。这是由于那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一种“固有习惯”：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必预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解雇的唯一的仆人”（18卷541页）。例如1885年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下台时，英国人的反映就是这样。当时恩格斯说：“约翰牛在内阁危机期间感到多么舒适，你是想象不到的。没有丝毫激动。晚报、专刊等等，根本没有销路。伟大的老人（他们这样称呼格莱斯顿）完全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政治舞台。”（36卷328页）

外部环境对精神交往的影响，通常需要某一种心理因素的形式作为中介。恩格斯讲过：“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21卷341页）。其中“情感”这一心理要素的中介尤为明显。马克思对此的体验是很直接的。1853年，英国政治活动家帕麦斯顿谋求首相职位，为报道和分析这件事，他查找了许多有关这位贵族的材料，连续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轰动英国的揭露性小册子《帕麦斯顿子爵》。促使他进行写作的直接原因是新发生的事实，而心理中介则是由事实激发的一种愤怒的情感，不写出来不快。他当时说：“我已连续不停地工作了三十个小时……我已经被写作激情，甚至‘高度的’的激情所控制。”（50卷417页）有一次，他成功地写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章，也是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还有一个理由是——愤怒出诗人——我的文章写得好。”（29卷441页）他曾经前后三次借用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这句名言说明如何由于外部环境的作用而激起交往的欲望。

在外部环境与交往心理的相互关系中，交往心理并不是处处被动的。在19世纪的俄国及东欧斯拉夫地区，曾经弥漫着斯拉夫主义，这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心理表现。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从报刊到沙皇，即使认识清醒，也不得不服从它。1886年，正是这种民族心理表现的高涨时期，恩格斯讲到了它的力量所在。他说：“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高涨的运动不去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在沙皇回到莫斯科后，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在他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刊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刊不说话。归根结蒂，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只好让步”（36卷548～549页）。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大范围内的心理现象一旦形成，它也常常会影响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当权者的决策。


 二、交往中的认同心理

认同是指交往中把自己看作别人，特别在相互作用比较强烈的交往中，认同这种心理活动更为明显，它对交往的实现和持续与否，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认同这个概念，但对交往中的这种心理现象谈得不少。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商品交换这种交往时，即谈到认同问题。他说：“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接着他注释道：“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23卷67页）这里谈到了商品交换中价值在观念上的认同和人在同类方面的认同。事实上，人们只要发生交往，就需要在种族、阶级、党派、利益、性别、观点、志趣、情感等等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程度的认同，否则交往就不能实现。

人类自有交往以来，始终伴随着交往中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种互动推动着，同时亦制约着人们的交往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认同这种交往心理，既是认知过程的一个环节，又表现着情感、意向，因而认同心理是各种心理因素的综合性表现之一。

认同往往也是人们的精神交往得以开始和持续的心理前提。人们的交往形式千差万别，有情感性的，也有艺术、志趣、政治方面的，还有自我认知这种自身交往等等。它们都表现为人同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关系。那么，这种交往得以发生的心理前提是什么呢？马克思曾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排除交往中的非本质因素，他写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
 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
 。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
 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
 ，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42卷155页）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们精神交往的同质（当然不一定同量）要求，即认同要求。这种要求既贯穿于交往的全过程，也是交往得以开始的心理前提。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强烈地要求认同的交往情形并不是很多的，通常只是隐约感觉到有个认同的问题，所以，谈到这种情形时使用“认同感”比较恰当。

认同这种心理活动凭借的标尺是什么呢？马克思把它称为“内在的尺度”。按照社会学的解释，内在尺度就是在主体内部设立的一种客观的心理标准，它像一面镜子，可以用来自我审视。所谓认同的心理标准，即是用这种标准度人度物。马克思认为，只有人才独具这种内在尺度，他多次把人的活动与蚂蚁、蜘蛛、海狸、蜜蜂的活动作过比较，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42卷97页）“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3卷202页）这里谈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特点，表现在人的精神交往方面，便是一种须臾不可缺少的（有时可能未被意识到的）内在尺度。所以马克思说：“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2版1卷166页）。

例如如何从美的角度看待出版自由，就需要当事人运用自己在政治观点、情感、美感等诸方面的内在尺度，才可能就此发表意见和与别人交换意见。马克思说：“新闻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之美），要想为它辩护，就必须喜爱它。我真正喜爱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是我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2版1卷145页）在这里，他用自己的生活体验说明了自己的论点：人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进行交往。

当然，很多情形下某一方面的内在尺度本身是模糊的，交往可以使它变得清晰起来。例如许多劳动者都喜欢读民间故事，就在于这些书在想象方面唤起了他们内心的认同，或者说，使他们在这方面的内在尺度变得清晰起来了。对此恩格斯曾写道：“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使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41卷14页）

再看定期出版物与其读者的关系，这通常需要双方有比较明确的内在尺度（观点、兴趣爱好、风格等等），以便相互衡量，产生信任感后方能稳定下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2版1卷381页）只有双方交往的密切程度达到相互信任这一步，才可能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28卷628页）那种神交的情形。

在人们的精神交往中，不同性别的认同感也起着微妙的作用。1886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论文《母权制、家庭起源研究》在法国杂志《新评论》上发表，恩格斯马上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得以发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刊主编是位女性（茹莉埃特·亚当），女性对这篇文章有一种微妙的认同感。他对拉法格说：“我很喜欢您在《新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当然必须考虑到这类刊物上哪些东西是可以发表的。然而竟把您那么多放肆的话放了过去，我简直感到惊奇，不过……她是个女人，她有她的弱点……如果总编辑是个男人，您就会碰到严格得多的道德标准。”（36卷459页）

甚至颜色的选择在交往中也与人们内在情感的认同有关。马克思的思路具有博大的历史感，因而他会认为“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2版1卷153页），而需要浓重的油彩；他对当时专制的中国极为鄙视，从这种情感出发，因而会认为“缺乏表现力的情况就像一幅缺乏阴影的中国画”（2版1卷200页）这句话讲得绝妙。出于对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强烈情感，他才会写出这样的名句：“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
 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7卷38页）红色总是在征战、狩猎、燃烧的环境中出现，这种经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马克思当然也不例外，因而在经验环境再现时，就会唤起他对红色的革命感情。

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其认同感表现在用“内在尺度”衡量外来信息，若自己的内在尺度与外来信息在某些方面比较一致时，交往可能开始并持续下去；而在传播信息时，把自己看作别人的这种心理，便表现为一种愿望，希望别人与自己的内在尺度一致，因而认同心理这时就变形为趋同愿望。不论实现这种趋同成功与否，人们总是顽强地紧紧抓住外界对象，表达自己的情感、观点、志趣等等，所以马克思有一句格言：“满腹衷情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一吐为快。”（42卷184页）这种情形往往成为人们进行精神交往的一种心理动因。

由于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交往的趋同要求在心理表现方面也有些差异。马克思谈到的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的这种心理及他的御用报纸对这种心理的反映，便是一位专制的当权者在交往方面的典型表现。他说：“国王的心也跟女人的心和其他任何人的心一样，总觉得如果能摈除一切障碍，让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任意翱翔，并使世界（哪怕是只在口头上、文字上）服从于自己内心的愿望，那倒是件无比快意的事情。仅就这一点而言，《新普鲁士报》流露出的多少反映了国王情绪的心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已经很值得注意了”（6卷411页）。恩格斯谈到的瑞士国民院议员，则是另一种典型的小市民在交往中的趋同要求的表现。他写道：他们“每个人都毫不害羞地重复前面发言人早已重复得令人作呕的老调。……如果这些先生中谁得到了发言机会，那他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去瞎扯一通，对于辩论中涉及的所有事件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哪怕关于这些事件的辩论早已结束”（6卷10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外界交往中自然也有趋同的要求，但表现要正直、高尚得多。1856年，他们的亲密朋友、德国诗人维尔特逝世。为了表达对老朋友的怀念，他们希望外界知道维尔特，哪怕仅仅在他逝世的信息获知上使外界与自己趋同，也就感到满足了。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表达了这种朴素的心情，他说：“关于维尔特的事，我打算给柏林……去信，也许，终究能够在一家报纸上为他发表点什么，不管什么报纸，只要能够发表出来就行。”（29卷74页）

事实上，追求外界与自己内在尺度的趋同并非处处顺利，所以人们也往往会由此在精神交往方面产生种种痛苦。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过一句格言性的话：“长久不能实现的希望使人痛苦，而长久不能证实的预言使人怀疑。”（13卷178页）在这里，他从相反的角度再次说明，认同感是人们得以进行精神交往的心理前提。

在人们的交往中，要求认同感最强烈的是党派观点方面的交往、宗教信仰方面的交往、阶级意识方面的交往、民族及地方的交往以及人的自我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都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加以说明。

第一，党派观点方面的交往。在党派观点的交往方面，一旦人们确信某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暂时的极端认同心态，即狂信心理。例如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在其兴盛时期便是这样。恩格斯曾帮助爱森纳赫派领袖倍倍尔分析过这种现象。他说：“您也不应当忘记，如果《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末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33卷594页）

在党派观点的交往中，认同感往往可以超越直接的经济利益。1852年，英国工人宪章运动中的琼斯派和哈尼派展开了多次论战，哈尼派争取到掌握琼斯派《人民报》经济来源的人的支持。然而，恰恰由于两个派别在观点上的紧张对立，使在观点上忠于琼斯的《人民报》订户宁愿多掏一倍的报费，也要支持该报纸。马克思当时兴奋地告诉恩格斯：哈尼派“在开战以前，他们认为必须消灭琼斯。他们大大失算了。他把他的报纸的价格提高了一便士而没有失去一个订户”（28卷146页）。

一些政治性的报纸的基调和他们读者的关系，往往也表现在党派观点的稳定认同上。马克思认识一个姓库奈曼的医生，因为他在大学时代参加过法国二月革命，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这一青年时代的政治立场使他一生都与共和主义的报纸产生认同感。1881年，马克思向恩格斯介绍说：“1848年时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作为政治家，他把《时报》看作是适合自己气质的机关报”（35卷6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有一位姓科勒特的私人朋友，是位正统主义者，“毕生维护王
 权”，所以当恩格斯得知法国《正义报》的某些观点符合这个老头的政治信念时，便告诉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我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个老头子看到巴黎一家大日报在宣扬真正正统政策时的欢欣鼓舞的心情”（35卷183页）。

第二，宗教信仰方面的交往。宗教情感在人们的精神交往中也会引起强烈的认同感，它的表现广泛，强烈程度不亚于党派观点的交往。欧洲历史上这类史实极多，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及的也很多。1840年前后德国宗教领域唯理论和虔诚主义的争论，便是表现人们精神交往中宗教信仰认同感的实例。当时每一份有关争论的材料都会在信徒中引起反响，认同者更加忠诚，反对者更加憎恨。恩格斯曾报道不来梅市的情况说：“它使我们自由城邦的全体公众都感到激动，以至每个人都得表示‘赞成’或‘反对’，它甚至为最严肃的人也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时代苍穹中的雷鸣响彻不来梅的上空”（41卷130页）。

第三，阶级意识方面的交往。在阶级斗争平稳的时期，一个阶级内的阶级意识的认同不大明显，而且还常常由于内部的派别斗争而消耗掉不少对外斗争的能量；但在阶级斗争激化时期或对立阶级短兵相接的时刻，同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认同又极为强烈。1855年，在伦敦海德公园的一次集会游行中，一批资产阶级人士及其家属的豪华马车队恰恰遇上了下层群众的庞大游行队伍，霎时间激起了下层群众对他们的愤怒。他们包围了车队，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情形：“大声讪笑、发嘘声、呼哨声、嘶哑的叫喊、跺脚声、喃喃的埋怨、咆哮声、高声尖叫、呻吟声、呐喊、哭诉、咬牙切齿声，所有这些声音结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恶魔的音乐会啊！这是一种足以使人发狂、使顽石点头的音乐。”（11卷367页）长期压抑的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在这种特殊的气氛中相互感染，终于酿成了成千上万同一阶级人的认同。

第四，民族的和地方性交往。在一定条件下，民族间的交往会在一个民族内部引起精神上强烈的认同感，发生这类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很不同，但表现形式却差不多都是全民族一致的公开呼喊和行动，或是内心的一种民族情感的默契。1861年，由于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上载有南部同盟的特使，林肯政府扣留了这艘船，这一事件引起英吉利民族一时的非常强烈的认同感，马克思报道说：“‘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15卷454页）1882年，马克思在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尔观察过当地的居民摩尔人，发现的则是另一种沉默、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他记述说：“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
 ……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些异教徒的希望，那末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35卷30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到被西方列强打开门户的中华民族的心态时，也发现了与此文化传统不同、但同样强烈的民族情感。恩格斯写道：“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12卷231页）“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12卷234页）。正是这种民族认同感，使得同一民族的各个阶层，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得以在精神人格上广泛而平等地交往，使民族本身表现为一个整体。

具体到一个地域，人们的精神交往也有较强烈的认同感，这往往是由这一地域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共同的道德感、志趣等等引起的。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欧洲通讯期间，几次由于美国大选而得不到稿费收入，原因在于美国人精神交往方面认同感的侧重面发生了转移，当地的事务远比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重要。马克思为此说：“美国的事件自然使我个人遭到很大损失，因为大西洋彼岸的报纸读者现在除了
 他们本国的事情以外，对什么都不闻不问。”（30卷596页）

在非政治中心地区，人们的地方认同感的内容，层次通常比较低些，例如马克思谈到的他在英国休养地文特诺尔的见闻：“《旗帜报》和《地球》上登载的一封信，在这里引起了一场大争吵，这封信说，文特诺尔是伤寒的主要发源地，并且最近好像已有几个得病者死亡。对这一‘诽谤’，目前地方报刊上正在发表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答复。但最滑稽的是，文特诺尔市政厅的庸人们竟打算借此对写信人以诽谤罪提出起诉！”（35卷103页）在这种地方性的交往活动中，地方荣誉的认同感甚至可以压倒正常的是非观念。地方性交往的志趣通常是一些当地的琐事，恩格斯曾谈到德国不来梅市人们的阅读水平：“只有丑闻和报上一切有关不来梅的消息才能引起兴趣。”（41卷103页）马克思在英国小城市布莱顿的见闻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他说：“布莱顿（我在这里完全过着隐士生活）全城自然都倾注于一起轰动的服毒事件——一个富裕而愚蠢的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因渴求爱情而歇斯底里大发作。”（33卷287页）

第五，人的自我认知。人的自我认知表现为一种自身交往，即现在所处的环境及其观念与已有的观念之间的交往。为达到现在与过去的一致，同样需要一种认同感，不然就会出现心理不平衡。一个有自觉理性的人，经常感觉到这一点，并且能够通过内心斗争达到新的认同。马克思便是这样的人。例如他内心写作荣誉和实际物质利益的冲突，即是自己的内在尺度与现实环境之间的一种交往。他要保持自己的科学工作者的形象，不愿变成庸俗的报纸文章作者，这种心理状态就如他自己所说：“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某个A.P.C.、某个女通讯员
 和某个‘大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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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驾齐驱的荣誉，实在不值得羡慕。”（28卷599～600页）这种思想冲突的结果，当然是在保持既定的内在尺度的前提下，与现实环境妥协。而在政治信念方面，他是不让步的。马克思曾为英国正统派乌尔卡尔特的报纸撰稿，成功地使自己的内在尺度与外部环境保持了平衡。当时他就此事对恩格斯讲：“如果乌尔卡尔特出来散布反革命的胡说，使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的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的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我们瞧着吧。无论如何，现在我在关于我写作荣誉的问题上已得到足够的满足”（29卷64页）。

若改变已有的内在尺度，用新的内在尺度替代它时，这种自身交往的冲突便表现为一种痛苦，这是追寻新的内在尺度的痛苦，因为这时“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的理智的客观见解”。马克思深有体会，他说：“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
 ，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2版1卷295～296页）

既然认同感是精神交往的心理前提，是否没有认同感的双方或多方就不能进行交往了呢？当然不是，但这种交往通常是以各种对立的形式进行的，各方之间的真正沟通比较困难，造成的误解也比理解要多。但是，只要有这种交往存在，就会发生相互影响，即认同的相互渗透。这种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意到了。

1851年，在与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多次论战中，恩格斯曾向马克思指出，他们的著作已经使那些人在论战中受到影响，“因为不管他们怎样顽固和疯狂，还是不知不觉地受着这些作品的影响。在他们的全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中，有哪一句话不包含着对我们作品的剽窃和由于不懂而造成的歪曲，有哪一句话不是受到我们作品的启发！”（27卷323页）马克思从费尔巴哈著作不断增长的影响中，也看出了这种对立交往的渗透作用，他写道：“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嫉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实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
 》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
 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42卷46页）。一方面悄悄地利用对方的观点，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内在尺度（实际上这尺度也发生着变化），这是缺乏认同感的精神交往的特征，其中认同感仍然起着作用，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形。

事实上，精神交往的各方面相互认同，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信息能量较强的一方不断变化自己内在尺度的表现形式，促使其他各方面趋向自己而实现交往。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作者通常是信息能量较强的一方，有经验的作者能够通过表达艺术而培养读者，并与读者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对此，恩格斯曾特别引述了海涅的话，他写道：“海涅关于他的庸俗的德国读者说过一句最轻蔑不过的话：‘作者终于和他的读者搞熟了，好像读者是有理性的生物了。’”（25卷1012页）撇开对德国小市民的轻蔑含义，这里讲到的是作者与读者如何实现心理认同的问题。


 三、交往的心理障碍

无论精神交往的何种形式，都是交往各方面同时的或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而任何一种心理障碍都有可能造成联系中断、扭曲或松弛。研究这类心理障碍，克服或利用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考虑的问题，因而在这方面他们留下了不少启示性的论述和观察材料。

影响交往的最大心理障碍，是个人、阶级、党派、社会、民族的各种偏见。偏见是一种对外部事物所持的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态度。当交往各方都存有偏见时，交往或难于进行，或处于信息失真的状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受最深的是党派偏见对交往造成的障碍。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欧洲政治反动时期，由于强大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占统治地位，他们的著作、名誉都受到怀疑。马克思受到德国自由派报纸编辑察贝尔的攻击，这种攻击由于当时的党派偏见而大大加重了公众与马克思之间的隔阂，因而他不得不花时间写出专门性反击著作。当时的情形就如他所说：“察贝尔
 攻击我进行了一系列犯法的
 和可耻的
 活动，而且是在那些因怀有党派偏见而轻信荒唐透顶事情的读者面前攻击我的。……这些读者根本缺乏判断我这个人的标准。”（14卷675～676页）为了达到与公众交往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多种措施绕过这种阶级的偏见，匿名或化名便是一种方法。1868年，恩格斯为英国《双周评论》写一篇《资本论》的书评，马克思建议他用化名，他对恩格斯说：“如果文章用你的名字发表，别的不说，它在德国的影响会大为减弱。”（32卷87页）

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社会偏见也影响精神交往的扩展，并且往往被统治者利用来巩固其地位。19世纪在欧洲大陆存在的对王族的崇拜和狂信心理，便是一种社会偏见。即使发生过革命的地区，这种偏见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像德国杜塞尔多夫这座经过1848年革命的城市，革命后普鲁士王族不再在那里设立亲王朝廷，一种失宠心理立即在旧城居民中油然而生。10年后，当一位亲王带兵驻扎到这个城市时，便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他无需有什么出色的作为，单单是他来到此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大出风头，正如歌德关于一位伟大人物所说过的那样，他是以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以自己的行动来酬答人们的。他的声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从杜塞尔多夫传播开来。由于他同时既是王族的一员，又是天主教会的信徒，也就为他完成了其余的一切。对莱茵普鲁士的那部分狂信的居民说来，再不需要什么别的品德了。”（12卷675页）在法国，由于拿破仑-波拿巴横扫欧洲的历史，以至在他身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形成了对波拿巴家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马克思把它称为“相信波拿巴伟大的心理”（29卷441页）。这种心理明显地表现为普遍的社会偏见，它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交往单调、乏味。德国封建王朝长期垂而不死、法国得以出现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从精神基础来看，与这类社会偏见不无关系。

从社会主义角度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其社会偏见也是精神交往长远发展的障碍。1844年，恩格斯建议他的读者：“不妨你就到有教养的英国人那里去一下，说你是宪章派或民主派，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神经是否正常，接着就会避开你。或者你试验一下，对他们说你不相信基督教，那你就会被出卖掉；或者你公开声明你是无神论者，那他们第二天就会装做不认识你。即使独立自主的英国人真的开始独立思考（这对他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抛掉从娘胎里带来的那种偏见的枷锁，他也还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信念，还是要装成一个至少可以令人容忍的见解的追随者出现在人们面前”。恩格斯认为，正是这种社会偏见“使精神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表现”，“英国人屈服于社会偏见，每天为它牺牲。”（1卷628页）

人们在交往中总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出发观察问题，因而带有一定的偏见；阶级的局限性也阻碍着阶级之间的全面、真实的交往。1848年恩格斯为创办《新莱茵报》到自己的家乡乌培河谷征股，便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偏见对交往的扼杀。他对马克思说：“如果我们的十七条
(4)

 哪怕有一份在这里被传播出去，我们在这里就会失去一切。资产者的态度确实卑劣。”（27卷143页）偏见造成了当时的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几乎无法交往。

1848年时的法国农民的偏见，也曾造成他们与巴黎工人之间长时期无法沟通。恩格斯在与成百个农民交谈后描述了这个阶级的心理：“农民本来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
(5)

 ，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羊毛织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的秩序”（5卷563页）。果然，路易·波拿巴代表农民统治了法国，用农民的这种偏见“恢复了秩序”，以至法国社会在以后的近20年里几乎停滞，社会精神交往频率下降到最低水平。

工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的狭隘和教育程度的低下，也存在不少偏见，特别是早期的工人中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偏见尤为明显。马克思曾指出过这方面的多种表现，例如把工人的范畴推广到一切人身上以实现平等、用公妻制来反对婚姻、抽象否定一切文化和文明、消灭一切无法公有的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舍弃等等。这些阶级的偏见使工人运动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处于小宗派的阶段，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恩格斯认为，只有先进的工人政党，才能“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28卷38页）。随着工人运动的成熟和这些偏见的淡化，工人运动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运动。

在民族交往中，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民族偏见。这种心理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复杂原因。19世纪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交往就十分明显地反映出英吉利民族的偏见。1869年10月，近20万爱尔兰人在伦敦游行，要求释放他们的民族主义组织芬尼亚社的领导人，而一向对新闻很敏感的伦敦报纸，包括工人报纸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偏见。马克思气愤地说：“伦敦各家报纸对这次示威游行作了完全歪曲的描写。这次游行是非常好的。”（32卷361页）恩格斯也指出：“为了保持体面，所有的伦敦报纸竟然无一例外地把这件事描写成悲惨的失败。”（32卷363页）民族偏见也常常表现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关系上，它大大妨碍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在谈到英国和印度时，马克思指出了这一点，写道：“从英国来管理印度，最大的不便和困难之处也就在于：在考察印度问题时，很容易受到纯粹英国人的偏见和信念的影响，尽管这些偏见和信念在这里是被应用在与它们几乎毫无关系的社会状态和情况上。”（12卷518页）

在一般的精神交往中，个人的偏见也妨碍传播和接受的信息的真实程度。例如作为读者，可能会出现恩格斯所说的情况：“可以指责任何一个作者蓄意歪曲事实，但这通常都是当作者的叙述不符合读者的偏见时的做法。”（41卷9页）如果作者带有偏见，往往因先入之见而无所觉察。就此恩格斯评论过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写道：“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个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成了一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21卷219页）

交往中与偏见相联系的另一种心理障碍，是动机对知觉的影响。交往动机往往会使交往本身产生偏差，而人们的知觉又本能地习惯于接受肯定性信息，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或本党派、阶级、民族）的方式解释信息，使形势总是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有利于自己一方，同时回避知觉中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方面。只有当事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可能的心理障碍，才会摆脱它的影响而得到真实的信息。

从民族的动机出发发布信息，当事人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虚荣心，因而可能使信息失真。对此恩格斯有一句格言：“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战功方面是同样起作用的。”（10卷595页）例如法国报纸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统治的报道，恩格斯批评了它的失实，指出：“法国的通报和报纸满篇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平和繁荣的言论。但这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内地同过去一样没有被殖民化。法国人的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14卷109页）英国报纸也是一样，英国军队镇压印度起义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而英报却对每一个微小的胜利吹得天花乱坠。恩格斯就此批评说：“在自我吹嘘方面，特别是在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方面，没有一个民族，甚至法国人，能够同英国人相比。可是，如果对事实进行分析，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能很快地看出，这种勇敢精神原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因此，每一个正常的人必定会厌恶英国人”（12卷352页）。显然，这种虚荣心带来的并不会是人们的信任，而是疏远。

当出现可能的不利信息时，民族的动机往往会掩盖事实而造成传通的中阻。1858年1月，英军在印度进攻勒克瑙失败，但这个消息在英国和英国人在印度办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到。原因就如恩格斯所说：“英印报纸从爱国的观点出发，用慈悲心肠把这个耻辱密不透风地包藏起来了。”（12卷414页）英军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是在报纸上这些事情都被遮掩起来了。马克思当时愤怒地一连用了四句“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历数这些罪行。他说：“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12卷178页）

党派的动机也会使人本能地回避或掩盖不利的消息。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工人政党比批评其他政党更多。工人政党在对外交往中常常有一种无形的习惯做法，即报喜不报忧。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时，多次指出：“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36卷24页）。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拉法格也是这样，当他领导的一次罢工失败后，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形：“在这紧急关头忽然不给我寄《人民呼声报》了。难道巴黎人的头脑就完全不能容忍那些不可避免的不愉快事情吗？”（36卷480页）

在一般的争论中，恩格斯多次发现动机对知觉影响的表现，使交往离开主题而无法达成共识或正面交锋，长时间地影响争论各方相互间的真正理解。1894年，德国两位大学教授就黑格尔、马克思和哈特曼的历史哲学观点展开了一场争论。恩格斯通过观察这场争论，感慨地指出了这种交往心理对真正的相互理解带来的困难。他说：“在写作方面的争论中，对手像律师一样，常常是对他不同意的东西避开不谈，而对与问题无关的东西却加以渲染，借以蒙蔽读者。对这一点的确应当习以为常。”（39卷373页）掌握了这种心理，头脑清醒的人就应当在论战中懂得这一点，自己不能有这种心理，而是敢于正面交锋。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福尔马尔等人与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就国家社会主义问题发生争论，恩格斯就是这样帮助《前进报》分析问题的。他指出：“这些人极力使我们在字面上
 显得是错误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否则他们就要抓住这种次要方面，以掩盖主要问题，而他们对主要问题上的弱点是感觉到了的。……由于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掩盖主要问题，因此，要极力避免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提出的一切次要问题，答复时要力求简短明确，以便立即了结这些问题；而我们自己
 也应当尽量不提任何离题的问题和次要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多么吸引人。”（38卷404～405页）

在传播者和受传者这一单向的关系上，若传播者自信必然被肯定而态度过于强硬，或竭力希望被肯定，表现过分热情，而受传者的原有的认同感不足以承受这些过分的态度或热情，于是便会在受传者那里出现一种对传播者十分不利的心理障碍，即逆向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逆向心理的种种表现，或纠正传播者的极端表现，或利用传播者失误争取受传者对自己的认同。

当外界压力迫使人们无法自由选择时，人们往往对被迫失去的增进好感，施加压力者与受传者之间的隔阂加大。这即是交往中的“禁果效应”。马克思很早就对此作过论证。他指出：“自由永远不会不被人所珍视，而普遍的不自由的例外就更加可贵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在社会舆论对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诱惑力。”（2版1卷178页）恩格斯在谈到《反杜林论》一书时，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情形，他写道：“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住神圣同盟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的畅销”（20卷10页）。他的另一本著作《论住宅问题》，也借助禁果效应而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为此恩格斯说：“现在需要出新版，那末我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21卷373页）。正是利用这种逆向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使《资本论》出版的消息传播到德国。当时他们的行动策略是：“使人们把这本书当做叛逆
 ，而这常常是最好的手段。”（31卷382页）

若传播的新闻过于虚假，传播者得到的效果往往是相反的。马克思多次以路易·波拿巴时期的法国官方机关报《总汇通报》为例，说明这种现象。当时法国是文明世界公认的专制国家，而该报却声称：“法国是受不允许政府事先进行任何监督的一种立法保护的。”马克思则指出：“《通报》的这类声明，……引起了与其所想的适得其反的效果。”（14卷528页）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经济十分糟糕，而《总江通报》却经常发表经济繁荣的新闻，并警告其他报纸不要“妖言惑众”。马克思就这种宣传的效果写道：“警告是发生作用的，不过恰好是发生相反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警告发自一个其财政诡计早已成为人们谈话中的笑柄的政府。”（12卷465页）

在表达情感或立场时，过分的热情或过分执拗都可能得到受传者的反态和冷淡，这方面马克思谈到过许多事例。1857年英国大选中，关于候选人帕麦斯顿的宣传，把他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告诫他记住达莱朗的一句名言：“不要太殷勤。”（12卷171页）因为这些宣传已经使英国人无法忍受，“对颂扬帕麦斯顿的热狂产生了反感。”（12卷171页）报道中对观点的过分重复，也会有类似的效果。1854年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一再对工人议会的召开发表不相信的言论，结果，就产生了马克思讲的情形：“几个月来，它们发表的许许多多关于这种议会是否有可能召集的文章已经使公众腻烦了”（10卷135页）。当工人议会召开时，这些报纸在读者中的信任度自然下降。阐述立场的过于执拗也会造成无人理会的结果。1862年英国大部分报刊过分偏袒美国南部同盟，致使那里的美国人对这些报纸也表示冷淡，就此马克思报道说：“英国报刊比南部本身还要‘南’。在英国报刊上，北部的一切都是黑的，阴暗的，而《nigger》［‘黑鬼’］地区的一切全是白的，美妙的，但在蓄奴州本身，人们却不用《泰晤士报》所吹嘘的‘胜利的凯旋’来安慰自己。”（15卷596页）

一些不老练的传播者常常以为，在语言上使用强化的字眼可以达到交往的目的，实际结果却是破坏了已有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曾评论过一家短命的伦敦《激进报》，这家报纸持进步立场，却没有多少读者，原因就在于此。马克思说：“该报充满善良的愿望，在使用语言方面是大胆的（这种大胆就是放肆，而不是有力量），并企图戳穿不列颠报刊编造的谎言，尽管如此，成效不大。”（35卷254页）恩格斯对创办初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这种倾向也进行过批评，他指出：“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像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35卷336页）。后来该报的成功，与它相当程度上克服这种倾向而使用诙谐的语调有关。

在日常生活中，赶时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若一种时髦持续过长，则可能会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发生逆转，对这点恩格斯深有体会。1857年，他在养病时研究了用药的赶时髦现象，对马克思说：“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把一切疾病都归之于血液缺乏铁质的时髦论调，这种论调已经开始产生反作用；对某些最能准确
 确定其基本特点为缺乏铁质的病，如贫血症，近来，有些法国人却断定说这与铁质毫无关系。”（29卷153页）

各种交往中的走极端的表现，实际上都是一种不相容的对立思维的产物，它的存在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应当有个限度。一旦超过交往各方的承受能力，走极端就会明显地阻碍交往正常进行下去。为减少各种交往中发生种种逆向心理，方法只有一个：学会辩证地思维。


 四、交往中“注意”的形成

交往要有交往对象，吸引对象的第一步即引起注意。“注意”是伴随着交往中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而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指的是有选择地对一定的事实、问题、知识、观点、形象、声音等等的朝向和集中，以获得关于它们的鲜明、清晰的映象。它是交往过程的开端，只有打开人们“注意”这道门，才谈得上认同、联系和发展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形成注意的各种因素颇有研究，多次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他们把事实的变动看作是形成注意的首要因素。发生的事实变动越大，引起的注意越强烈。例如战争进程和议会辩论二者相比，前者引起的注意显然远远超过后者。1848年，恩格斯便作过这种比较，当时他正在评论议会发言，由于匈牙利战争和丹麦、普鲁士战争出现新战事，他就议会活动写道：“这一切活动由于诺瓦拉和佩斯的炮声而毫不被人注意，就连埃克恩弗尔德的‘海战’和攻占杜佩尔村的堡垒
(6)

 所给人的印象，都比普鲁士人民代议机关中的右派和左派的所有一切发言给人的印象要来得强烈。”（6卷510页）如果人们认为无望的事情一旦发生，引起的注意会更加强烈。1892年，英国工人运动经过长时期的衰退后，伦敦东部的工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这一事实的变动引起整个东部工人的注意。恩格斯就此写道：“选举在这里的东头激起了狂热的情绪。工人们终于看到，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只有事实才能使顽固的约翰牛敬佩，然而事实确实在起作用。”（38卷404页）

变动不大的事实，若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引起比较强烈的注意。例如一向不大注意政府作为的英国公众，在1858年忽然对政府表现出不满，便是由于一系列事实的积累引起他们注意后发生的。恩格斯在事前就对马克思预言了这种情况，他说：“对伦敦一个可怜的小印刷厂主的迫害、在北明翰小酒馆进行的搜捕（见前天的《太阳报》——这是一篇精彩的幽默作品）以及每天出现的、向波拿巴卑躬屈膝的其他种种例证，最后一定会把约翰牛激怒的。”（29卷276页）

用文字传达的信息，表达艺术固然很重要，但所提供的事实本身仍然是引起注意的重要因素。1843年马克思在阅读一家地方报纸《公益周刊》时，就是被所报道的事实所吸引住的。他说：“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对某些事实的质朴无华的
 叙述，有时在后面也附有感伤的简短的结束语。这种叙述正因为不加粉饰、质朴无华，所以能够打动人心”（2版1卷383页）。1853年他读到英国《北安普顿信使报》上的题为《死于贫穷》的通讯，由于讲到的是一件十分具体的工人饿死的事实，因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报纸提供了“一幅足以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思的景象”（8卷567～586页），并全文介绍给了美国的报纸。

向公众讲演，同样要用事实吸引听众的注意。恩格斯认真观察过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瓦茨的讲演，特别引证了他的话：“凡不能用事实证明的东西，丝毫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是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1卷567页）。恩格斯评价这样的讲演说：“一切问题他们都从经验和确凿可靠的事实出发，并常常作出十分合情合理的结论，因此，要想在他们所选定的立足点上和他们斗争，那是十分困难的。”（1卷567页）1847年马克思参加了一次经济学家的会议，会上有位英国的包林博士，虽然马克思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承认他的讲演引起了注意，原因在于：“包林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其出色。”（4卷454页）

在日常生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观察到一种现象，即一些本来并无价值的书刊，由于与偶然的事件联系了起来而忽然畅销，其原因仍然是事实的变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例如德国一位无名诗人金克尔的诗集，因水平低下卖不出去。然而由于他参加了1849年德国南部的护宪起义，受伤被俘后的审判引起社会注意，于是发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情况：“科塔的出版社在不付稿酬的条件下出版了他的诗集；但是大部分诗集都堆积在仓库里，直到作者在巴登受伤为止，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了他以诗人的声望，并为他的作品开辟了市场。”（8卷285页）

注意的实质是离开已有的刺激物而选择另外的刺激物。决定这一选择的是刺激物本身的强度、变化程度、新异性和与其他刺激物的对比关系。一般地说，引起矛盾冲突的精神交往比起一般的交往来，在这四个方面占据优势而使公众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点十分熟悉，在一次会议上，为了活跃会议气氛，他们有意进行争论，引起注意。马克思因势利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40年多后，恩格斯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回顾说：“在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辩论显得很沉闷，于是我和马克思说好，装作开始争论：他主张自由贸易，我则主张保护关税。在场的人发现我们突然互相攻击起来时的那一副副惊奇的面孔，至今仍然历历在目。”（38卷16～17页）他们最成功地用争论引起社会注意的事例，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宣传。恩格斯连续在德、英的10家报刊上发表了各种不同观点的书评，并动员朋友们也这样做，仿佛不少人在围绕这本书进行争论。当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向这本书时，那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不发表意见。就这种方式马克思说：“整个事情就在于‘制造轰动’；这比文章怎样写或写得如何有内容更重要。”（31卷364页）恩格斯也指出：“只要是把它当做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那末在这以后整个那一伙人自己就会喧嚷起来”（31卷569页）。

批评也是一种引起交往中矛盾冲突的形式，因而批评性信息一般比中性或赞扬性信息更易于吸引人们的注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希望别人发表泛泛评论他的文章，“宁可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决不要赞扬。”（27卷634页）1859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一位朋友要为他帮忙宣传，马克思告诉他：“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完全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29卷604页）马克思完全了解交往中引起注意的各种因素，因而心安理得地看待各种对自己的批评。1853年，当英国宪章派领袖琼斯受到《经济学家》周刊的攻击的时候，马克思便是从这方面来看待这件事的，写道：“琼斯遭到《经济学家》的攻击，从而出了名。”（28卷312页）

就交往的参与者而言，如果他们在交往中身份、角色与众不同或可能对一部分人有影响，那么这些人本身就会成为注意的对象，他们发出的信息也会产生比一般人强一些的作用。马克思在交往中很注意利用这种心理。1852年，普鲁士当局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为营救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国报刊上展开了声援活动。由于欧洲政治反动时期已造成了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于是，马克思尽力强化被告们的社会身份，淡化其政治身份。社会身份不同，社会注意的侧重面也就不同。有一次，当恩格斯准备为报纸写些声援信时，马克思这样建议：“我认为给《泰晤士报》的信署名‘博士’，而给《每日新闻》的信署名‘曼彻斯特商人’较妥，就是说，刊登的机会要多些。对人的称呼要用他们的头衔：贝克尔博士、毕尔格尔斯博士（！）、丹尼尔斯博士、克莱因博士、雅科比博士、奥托（德国科学界著名的化学家）”（28卷11页）。这样做的结果，使被告们在公众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普鲁士当局则感受到外界的压力。

同样的内容，甚至同样的用语，讲话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引起的注意也会大不一样。由于一种信任感，专家或领袖在其特定范围内所进行的传播，往往会引起注意。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在一段时间里曾与工人党对立，它的机关报对工人党的最低纲领不屑一顾，而当这些要求从自己的领袖那里讲出来时，却立即引起了注意，并加以再传播。就这种心理马克思写道：“说来好笑，仅仅作为‘工人党’的口号出现的东西，激进党的机关报总是要加以轻视或嘲笑，而现在当他们从克列孟梭嘴里听到时，却当作奇妙的启示为之惊叹不已。”（34卷452页）

传播者本人的品行、功德、权威也是交往中引起注意的因素。品德评价越高，引起的注意强度也越大。恩格斯1848年12月旁听了瑞士国民院的辩论，他观察到的情形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交往心理。议员杜福尔将军由于在1847年瑞士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和他的良好品行，在议会中引起了与众不同的注意。当杜福尔要走上讲台时，恩格斯描绘道：“突然，会场鸦雀无声，谈话和走动顿时停止。出现了一种庄严的静寂。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注视着一位没有髯须、秃头、鹰鼻的老头，他用法语开始了自己的发言。这个小老头身穿普通的黑西装，文人打扮，极像学者。他那富于表情的面孔，锐利的炯炯目光很引人注意。这正是杜福尔
 将军”（6卷111页）。

一般地说，每个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是相对稳定的，一旦这种形象因事实的变动而发生变化，那么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他原有的注意程度。例如英国著名诗人瓦·兰多尔，他本来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位正直的人。1858年法国发生刺杀路易·波拿巴的事件，风传他参与其中。这位诗人投书《泰晤士报》，用对波拿巴的阿谀奉承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波拿巴已被欧洲舆论公认为独夫民贼，因而兰多尔的这一举动使公众以后对他的注意程度一落千丈。当兰多尔写这封信时恩格斯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为了败坏所有已经无能为力的著名爱国人士的名誉，只要发疯的老兰多尔今天把他的信寄到《泰晤士报》就行了。”（29卷290页）

在人们的精神交往中，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数是很平常的。如果交往在风格特点和表现方式上有一些与众不同，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注意，从而促进交往。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他们特别谈到以下几种引起注意的方法：

第一，要使文章或发言尽量有新鲜的内容和形式。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要求新东西
 ——形式和内容都新。”（32卷91页）这里很简洁地表述了一种交往心理。例如，德国的辩证法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内容，因此，他为了在那里传播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便从这个新角度入手。他告诉恩格斯：“现在在比较文雅的人士中（当然我说的是它的知识分子），对于学习辩证方法有很大的需要。可能这是吸引英国人的一条捷径。”（31卷385页）演说也是一样，新鲜的内容往往能够引起更多的注意。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1874年在一次学术年会上的演说，便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引起了恩格斯的注意，因为他比牛顿进了一步，完全禁止上帝进入自然界，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这在当时算是大胆的观点。恩格斯说：“丁铎尔的开幕词是迄今为止在英国的这类集会上所发表的最大胆的演说，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恐惧。”（33卷127页）

第二，传播的内容若没有很多新奇之处，那么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就必须使表达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一度做得很出色，恩格斯称赞“每一号都有它的独特性和特殊对象”（39卷352页）。马克思1859年参加在英国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的工作时，也很重视这一点，他对恩格斯说：“不要忽视这一点
 。有了独具风格的关于战事的文章，就能够在伦敦至少多获得五十家订户。”（29卷421页）在写人物评论时，马克思十分注意文章的特色。1854年，他与恩格斯商量写一组评论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的文章，为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他认为：“应写得辛辣些，以便在伦敦引起真正的轰动。”（28卷381页）由于注意了写作方面的特色，尽管这组文章没有更多的新材料，却一版再版，发行了数万册。

第三，如果传播内容很难做到独具特色，那么尽量使人感受到传播内容的清新、明快、真诚，也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例如关于时事的报道，标题上给人以明快之感，就能吸引人。1854年，沙皇的两个女儿访问英国时，马克思称赞《观察家》使用的标题既概括了事实，又表达了观点，他写道：“第一流伦敦周报中首屈一指的《观察家》，也用简洁的标题‘又是俄国人
 ’发表了关于俄国客人光临的报道。”（9卷289页）做广告也是这样，马克思多次谈到字体的设计对公众注意力的影响。1860年，他要求为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做广告的《新瑞士报》主编布拉斯使用新型铅字，广告效果很好。他对恩格斯说：“布拉斯专门为了能荣幸地印刷《福格特先生》的广告而定铸了新铅字，这样，广告会更加引人注目。”（30卷153页）1881年底，《现代思想》月刊首次在英国发表了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马克思称赞这份杂志为此做的广告，他说：“用大号字印成的广告在伦敦西头的墙上到处张贴，宣传这篇文章的发表，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35卷240～241页）

如果写政论性小册子，那么通常要开门见山，抓住读者，不要使其注意力衰减。考茨基曾为解释党的纲领写了一本小册子，恩格斯对他提出的意见即是这方面的，他说：“你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所做的一切解释，冲淡了读者的印象，使读者不愿意再看下去。你一开头就应该谈实质问题，这是最好的解释。”（38卷287页）

数字一般是枯燥的，但排列有序，同样可以引起注意。1892年，法国工人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但这件事在法国却由于宣传不当没有引起公众注意。恩格斯的批评说明有序的数字引起注意的心理。他指出：“你们的统计工作组织得太差了！……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大串整理得一目了然的反映选举胜利的数字更有力地使群众感到震惊。”（38卷344页）

真诚，带有一定情感色彩的语调，也往往能使内容一般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方面，马克思称赞过英国评论家巴克斯。尽管他的文章内容有时并没有什么特色，但马克思指出：“他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35卷253页）

第四，就每一具体的传播内容而言，集中传播比分散传播更能引起注意。梅林的名著《莱辛传奇》最初是在《新时代》杂志上分几次发表的。恩格斯比较了连载和单行本引起注意的程度，告诉作者：“我很高兴《莱辛传奇》出单行本。这样的东西如果分成几部分去读，会大大减色。”（39卷64页）他多次提醒报纸的编辑尽量集中一次发表他和马克思的论文，以期引起读者注意。1869年，马克思将一份他作的有关矿工的报告寄给德国《人民国家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发表，恩格斯对马克思说：“要提出明确的条件，即最多分两号
 刊登。否则，就完全达不到目的了。”（32卷241页）因为他知道，一份周报的期距会使人们对某一当前问题所引起的注意，从头脑中完全消失。这年恩格斯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时评，他坚决反对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而要求出版小册子一次性发表，原因如他所说：“让这篇著作在李卜克内西的小报上用一两栏的篇幅断断续续地刊载，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样连载可能拖延两年之久
 。如果他愿意把这篇著作印成工人所需要的廉价的
 小册子，那就不同了，那就会发生作用。”（32卷25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以上各种引起注意的方法，其心理依据有两点：

第一，刺激物的对比关系。交往的内容、形式、风格或表达方法的反差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无意注意。对这种心理，他们是很熟悉的。1867年圣诞节来临之际，马克思的《资本论》广告已经制作好，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将发广告的时间拖到第二年年初，因为这时大量书籍广告都借着圣诞节涌出，每本书之间的对比差度大大减小，反而不易引起人们注意。恩格斯说：“这东西可在新年后登报，否则会淹没在圣诞节书籍广告的浪潮中。”（31卷407页）

第二，人们在交往中特有的好奇心。千篇一律、刻板化、公式化的信息，不易引人注意，而任何新奇的信息却会激发起人们探询的欲望。马克思青年时代就引证过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惊奇是探求哲理的开端。”（2版1卷294页）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他和恩格斯千方百计地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以达到引起公众注意的目的。1860年，恩格斯完成了他的小册子《萨比、尼斯和莱茵》，准备匿名出版。马克思则想到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扩大销路，因为恩格斯被普鲁士宣传机构描绘成共产主义恶魔。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在小册子上直接标出自己的名字，那末公众光是出于好奇心也不会把它放过。”（30卷56页）同年马克思写的一本揭露波拿巴间谍福格特的著作，恩格斯也向他建议：“能使福格特令人感到兴趣的唯一的事，就是他同波拿巴和普隆-普隆的联系，而这一点
 你必须在书名中强调出来，以便引起庸人的好奇心。”（30卷103页）顺应公众的好奇心，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一种引起注意的方法。1852年，普鲁士当局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件事“成了全欧洲报刊注意的中心，而使公众的猜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8卷463页）。马克思就此写成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即顺应了公众的这种好奇心，他要求朋友们“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28卷563页），从而声援自己的同志。

在多数情况下，注意的形成是由于刺激物的突发性或相对突出而引起的；还有一些注意不是由于与众不同，而是由于连续轻度刺激的积累而逐渐形成的，这即是重复引起的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这种情形引起的社会注意，也谈到使用这种方法的限度。在他们的论述中，这方面有两件典型事例，一件是法国二月革命后收回波旁王朝得到的10亿法郎赎金的宣传引起的注意；一件是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关于“未来国家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演说引起的注意。前者在法国持续了几个月时间，一再反复宣传，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报道说：“报纸每天在rappel du milliard［归还十亿］的标题下，公布所有投入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的新市镇的名称。很快，在所有的墙壁上，在一切市镇上，都可以见到：rappel du milliard。”（6卷422页）这件事不仅在法国从点到面引起全国的注意，还波及德国，那里也发生了农民要求领主归还人身自由赎金的运动。后者由于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形式重复宣传，使本来就有影响的倍倍尔的议会演说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恩格斯就此兴奋地说：“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结构的辩论继续了五天，倍倍尔的演说散发了三百五十万册。现在他们要把辩论的全部内容印成小册子（售价五苏），本来已经很强烈的印象，还将双倍地加强！”（39卷41页）

这里讲的重复，仅指传播内容而言，其形式、方法也需要不断变化。没有这个条件，简单重复通常引起的不是注意，而是厌烦。即使传播形式、方法的经常变化，也要适度，否则也可能适得其反。马克思很重视这一点，他在报道英国的罢工时，就曾揣摩读者的心理，写道：“我每个星期都得到各种罢工的消息，如果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那会令人感到厌烦。因此我今后只是不时地报道其中一些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罢工。”（9卷325页）

精神交往中形成的注意，在日常生活中以无意注意居多，但当事实的变动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时，注意便在交往参与者自觉目的下形成。这种有意注意由于利益的牵制，转移得相当快，对此马克思自己就有所体会。1848年7月，由于普鲁士内阁提出一项临时出版法案，于是报纸注意的重心立即从评论某位议员的发言转向讨论这项法案。马克思向读者作了如下说明：“本来我们今天打算继续评述妥协辩论来使读者消遣，特别想向读者介绍一下鲍姆施塔克议员的出色的演说，可是事变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人皆先爱其身。当报纸的生存遭到威胁的时候，甚至连鲍姆施塔克议员也可以置诸脑后。”（5卷270页）对法案的制定者来说，他们并不希望人们注意，但对受这一法案制约的方面来说，这便是一种主动性的有意注意。

在问题没有结束前，一般地说，有意注意又会相对持续。1855年，马克思曾细致地观察过美国一些人对英国政府的注意，如何使他们忽略了沙皇逝世等其他新闻。他写道：“关于这一事件或其他欧洲问题的消息无论怎样重要，都未必能使深思熟虑的观察家感到兴趣，因为更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目前英国不由自主地卷入的那种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逐渐发展的征兆”（11卷114页）。这是由于英国的政治危机会涉及美国人的许多实际利益的缘故。1882年，误传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逝世，欧洲大陆各报上都把它看作一条重要新闻。但在当时的英国，报纸却几乎没有报道，原因在于英国刚刚占领埃及，人们的注意正持续在这件事上，而这件事又与许多英国人利益相关。恩格斯分析说：“英国报纸由于沉浸在埃及事件的喜悦之中，对此丝毫没有报道，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35卷364页）


 五、流言

流言（谣言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常见的畸形的精神交往形式，也是交往心理的一种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经常处于各种流言的包围中，因而对它看得很透。

日常生活中的流言，首先是在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人中间出现。当大家都处在一种模糊不清的情境中时，便会产生一些与情境有关的事端。例如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中，政治性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恩格斯就此写道：“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在日内瓦这个实际上很偏僻的小城市，以至在整个瑞士是怎样发生的，那里的人互相都认识，因此任何政治运动都采取了造谣中伤和尔虞我诈的形式”（33卷487～488页）。

流言在邻里或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群体中传播，由于范围狭小，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但是，若超出了这个范围而成为社会的流言，它往往会极为迅速地传播，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这种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容忍相识的人中间传播的流言，但不能容忍这类流言变成社会流言。有一次，一则有关马克思健康的不确切消息几经传播，被刊登到报纸上，恩格斯极为气愤，他说：“菲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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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德意志邮报》上把我偶尔告诉他妻子（他本人几乎从未给我写过信！）的消息歪曲得面目全非，我当然是将此事瞒过了马克思，否则他会揪我的头发。”（35卷447页）

恩格斯说到的这件事已经涉及流言传播的过程。流言最初起于人们交往中的理解差误、玄想或有意制造，经过多级的人际传播或大众媒介而成为社会流言。辗转的层次越多，信息越不准确。在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期间的瑞士，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和各自不准确的信息渠道而传播流言，便带有种种误听、误信和玄想的成分。它们传播的特点如恩格斯所说：“传说纷纭，人们对这些传说争论不休，怀疑它们，相信它们，再次驳斥它们，推测各种各样的可能”（6卷13页）。

有意制造的流言一旦与大众媒介结合，危害最大。巴黎公社失败后各报曾一度风传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分裂，马克思循流追源，发现流言是法国《巴黎报》制造的。辟谣固然能够挽回一定的信誉损害，但谣言一旦传播开来，其情形就如马克思所说：“谣言就像森林的火灾一样遍及整个伦敦报界，各报都就这一非常可爱的事件发表长篇社论”（33卷19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注意环境和交往心理对流言传播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发生重大事变（战争、灾害、政变、经济危机等等）前夕及事变发生过程中，流言往往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话题。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加上信息传通的阻塞，流言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也很广。例如1857年法国信用动产公司要破产的消息传开后，就出现马克思讲的情形：“关于动产信用公司的令人不快的流言到处传播，大家都奔向交易所，竭力要把自己的股票脱手。”（29卷218页）如果这时出现谣言，也容易被人们接受。1860年，意大利民族领袖加里波第发动了解放战争，这对宗主国们来说，自然是一个巨大的事变，一时流言四起。由于山区信息不通，人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报传播各种不准确的消息，马克思描绘了柏林的情景，写道：“无耻地滥用电报，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或都灵所做的那样，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侵袭欧洲的蝗虫，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满天飞的电报‘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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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多。”（15卷63页）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英国公众十分轻信谣言，则主要由于情绪不稳定。马克思分析说：“在英国常常流传着关于俄军向中亚细亚挺进这样一些捉摸不定的、使人惶惶不安的谣言；不熟悉地理的英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那些在印度事务上有利害关系的政客和吓破了胆的幻想家所大力散布的这种谣言。”（11卷205页）

具体环境下的具体人群的不安或激昂的情绪，不仅是接受流言的心理因素，更是传播流言的鼓风机。克里木战争期间，在英国国内曾多次流传英法联军攻陷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的假消息，每次都被群众一再加以广泛扩散。一种渴望胜利的民族情绪使公众往往不假思索地相信并传播任何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消息。像1854年10月初的那次误传，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在英国只要一提起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字，就会使得大家欣喜若狂。”（10卷552页）“英国公众确实表现了空前的轻信态度”（10卷555页），“消息实在是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也就相信它了。”（10卷557页）

在社会革命中，流言本身甚至就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问题不在于流言的真假，而在于流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激昂情绪。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1820年和1848年革命时，曾论述到这个问题。1820年，革命领导人里埃哥举兵反对国王废止1812年的民主宪法，尽管部队只坚持了两个半月，但由于全国上下普遍对废止宪法感到愤怒，因而便出现了马克思讲的情景：“人们的心被里埃哥的英勇、他的行动的神速和他对敌人的顽强抵抗所激动，便认为他得到了胜利、援兵和人民大众的参加，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事实。关于里埃哥进军的传说，传到最远的省份就更夸大了，于是这些距离举事地点最远的省份首先表示支持1812年宪法。西班牙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就连假消息都足以引起革命的程度了。要知道，1848年的大风暴也完全是假消息引起的。”（10卷507～508页）

显然，人们的某种强烈愿望是造成流言产生和扩散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把它叫做“说的是希望
 出现的事实！”（2版1卷398页）这种情景在报刊的报道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1849年匈牙利战争期间，普鲁士莱茵省的《科伦日报》便是由于这种原因成为有关这场战争的许多流言的再传播者。该报过于强烈地站在奥地利一方反对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因而它的有关新闻经常成为不准确的流言。恩格斯以该报4月17日的报道为例，描述了流言的传播过程以及报纸编辑的心理因素对传播的影响。他写道：“昨天，《科伦日报》又说俄国人和普赫纳
(9)

 已经开进去了。这一消息出自《布加勒斯特报》，从那里传到《维也纳日报》，最后传到《科伦日报》。但是，他们只讲到了普赫纳和俄国人在贝姆占领海尔曼施塔特之后和他们逃过罗特图尔姆山口之前所占领的阵地。《科伦日报》可以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点；但是，他们看到帝国军队终于又在某一点上向前推进而兴高采烈，于是就落入了圈套，准确无误地翻印这一故意
 登载在《维也纳日报》上以迷惑读者的老掉了牙的新闻。历史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43卷376～377页）

在这样一种偏颇的心理的影响下，即使有一些依据，也会在几经传播后使事实变得面目全非，成为流言。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中关于工人身上都有钱的流言便是这样形成的。恩格斯分析这一全过程，写道：“巴黎的《总汇通报》竭力渲染在起义者那里发现钱的事件。这种事件总共不超过20起。各种报刊和记者都引用了这些事件，但是所说的数目各不相同。以攻击手段圆滑见称的《科伦日报》，把对于这20起事件的不同说法说成是对于不同事件的报道，而且还加上种种流言蜚语，但不管怎样也超不过200起。不过这样它就有权利说：几乎三四万工人身边都有钱！”（5卷165页）

从流言的有意无意的始作俑者方面看，党派、阶级、民族的利益对他们的交往心理有很大影响。例如战争时期的流言，往往与有产阶级的私利有关，所以马克思说，造成流言的因素之一是“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11卷205页）。各种关于革命者的流言，也往往与反革命方面的心理恐慌有关。恩格斯在说服母亲不要听信关于巴黎公社的各种流言时，这样写道：“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33卷307～308页）

从流言的接受者和再传播者方面看，这样的人群一般都属于小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生活环境狭小、分散，因而缺乏判断力，易于被一时的情绪或外界压力左右，是流言存在的最广大的社会基础。在德国，这样的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庸夫俗子”。1849年3月，德国各邦国的反动派制造了许多关于革命者准备起义的谣言，它们被迅速传播，便是利用了小市民的这些特点。这一传播的心理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如下描写：他们“总是引用‘可靠的消息’、‘无可怀疑的事实’和‘确凿的报道’来证实这些谣言，以便使盲从的庸夫俗子们极度惊慌。在这当儿，‘天赋’的滑稽家们却安然坐在后台，为奴才报刊有系统地传播的荒诞消息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欢欣鼓舞，当胆小的庸夫俗子们对这种人为的骚乱au sérieux［信以为真］的时候，他们就得意洋洋地流露出蔑视的微笑”（6卷407页）。在英国，传播流言的主要是小店主（小市民的一类），他们靠本能的情绪支配行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只要出现有趣的传闻，“英国的小店主——这些人类杰出的标本——便盲目地信以为真。”（10卷552页）许多流言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往往与小市民再传播中的无意的言过其实有关。

中国的市民百姓同样也喜欢听信和传播流言。马克思在报道太平军时，曾注意到他们如何利用这种市民的心理取胜。他写道：“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15卷547页）马克思不赞成这种原始的斗争方法，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停滞的畸形现象。

当然，有时流言是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例如在人心浮动、社会混乱之时，由于交往技术和采访条件的限制，大众传播媒介也很难保证自己发布的新闻的准确性。这也是流言得以传播的客观原因之一。1869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前夕的情景便是这样，当时恩格斯说：“在目前这种时候，从资产阶级报刊上了解不到任何真实情况，连革命报刊也不能提供需要的消息。混乱无疑是严重的”（32卷370页）。有时，流言是由于语言上的差误形成的。1853年，英国风传塞尔维亚发生了暴动，马克思很快发现，这是由于不同语种间的翻译上出了差误。他在报道中更正说：“昨天，也是这些报纸报道，塞尔维亚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可是这些消息也并不更可靠，因为它们根据的是德文Auflauf［集会、暴乱、骚动］一词的错误译法；实际上只不过发生了小规模的骚动。”（9卷314页）

流言的流通与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成反比。在信息通畅的环境里，流言出现的频率小，持续的时间也较短；而在封闭的环境中，流言，特别是谣言则由于统治者的人为控制，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后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强行政控制或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条件下。例如1871年法国梯也尔政府对巴黎公社包围时期，由于实行高度的消息封锁，使谣言持续了较长时间，并影响到多年以后人们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梯也尔和他的‘国防人士’为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
 把它们包围起来，像他们在普鲁士人包围巴黎时期不使消息从外省透入巴黎的做法一样。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camera obscura（变形镜）来观察巴黎（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垄断视听）。”（17卷567～568页）英国殖民地当局在1857年印度发生起义期间，也采用过靠谣言维持起义以外地区平静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加尔各答政府在印度本地不断散布德里陷落的谣言，正如我从印度报纸所看到的，这是用来使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保持平静的主要手段。”（29卷152页）

然而，依靠封锁的环境保持谎言传播的代价往往是致命的，一旦社会信息畅通，真相暴露，统治者的地位便会动摇。1848年革命爆发后，德国封闭的环境一下被打破，于是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景：“光明终于真正开始出现。旧政府机关报所大肆散布的关于波兰和意大利的谣言和歪曲，人为地激起仇恨的种种企图，什么事关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等言过其词的滥调，——所有这一切魔术手法都已失去了效力。”（5卷178页）当人民觉醒的时候，统治者制造的种种谎言造成的逆向心理，反而成为他们统治的精神上的威胁。法国路易·波拿巴统治的中期，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马克思就指出：“《通报》上的弥天大谎，皇帝的御用文人所编造的无聊的小册子，以及被迫扮演狮子的狐狸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惊惶失措以至恐惧的明显迹象，——这一切再也不能令人容忍了，它们把普遍的憎恨变成了普遍的蔑视。”（13卷312页）正是这种情况，奠定了法兰西第二帝国顷刻瓦解的社会心理基础。



————————————————————


(1)
 英国工运中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引者注


(2)
 《恩格斯与拉法格通讯集》，第3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均指《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作者。——引者注


(4)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引者注


(5)
 指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引者注


(6)
 指丹麦战事。——引者注


(7)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引者注


(8)
 原文为“鸭”。此处原著中法文canards一词，有“鸭”和“谣言”两个意思。——引者注


(9)
 奥地利将军。——引者注



第十五章　工人的精神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工人阶级思想家，在他们那里，一般不被社会重视的工人的精神交往问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们把工人的精神交往看作是人类精神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承认工人们在交往中存在着许多狭隘的观念，但认为他们代表未来人类精神交往发展的趋向；他们论证了工人政党内部精神交往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求克服狭隘观念，规定了党内自由交换意见的原则。他们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工人阶级精神发展的历史阶段，总结了工人政党内部交往的经验和教训，用现代意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精神交往的一系列原则。他们的论述，使“人类精神交往”的概念变得真实而全面了。

纵观他们关于工人精神交往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思想脉络：顽强地与狭隘的宗派主义进行斗争，扩大工人的交往视野；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维护工人政党在与外界交往方面的荣誉。


 一、大工业与工人的精神发展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分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转向共产主义时起，就对工人的精神活动予以极大的重视。马克思在1844年和1863年，两次引证德国政论家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中的同一段话：“为了使人民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他们就不应当再做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奴隶和肉体的奴仆。所以，他们首先要有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
 。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使得有可能为此而腾出时间”（转引自47卷601页）。从这个角度，他和恩格斯在论证资本对工人体力剥削的同时，都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对工人精神发展的扼杀。

恩格斯认为，工厂工人沦为牲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精神活动。他写道：“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2卷405页）马克思也指出：“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
 和肉体生活
 的侵占。”（47卷532页）而“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42卷134页）正是工人作出的这种巨大牺牲，才使社会上层的精神交往活动发达起来。马克思引证法国经济学家加尔涅的话说：“工人阶级从事科学活动的时间越少，另一个阶级的这种时间就越多。后一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哲学思考或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一切生产上的操心”（转引自47卷344页）。“总之，社会越是前进到繁荣富强的境地，工人阶级从事学习、脑力劳动和思考的时间就越少。”马克思接着概括道：“这就是说，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47卷344页）加尔涅的这种观点，准确地反映了工业革命早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关系，就精神活动建立在创造必要劳动基础上而言，是没有疑义的；但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社会越繁荣，工人精神发展的空间越狭窄，则显然有些差误。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讲到随着社会的繁荣，工人参与社会精神活动的时间也会增加。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工人贫困生活的角度，谈到它对工人的精神发展的影响。马克思说：“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44卷691页）恩格斯也引证一位英国童工调查委员的话说：“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2卷400页）由于精神交往被贫困极度压抑，当条件允许的时候，工人不得不把交往看作目的本身，如饥似渴地追求它。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小酒店亲身观察工人的生活后写道：他们“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42卷140页）。从工人那里，他看到了交往对人（不仅仅是工人）生命的意义。

鉴于工人精神发展受到如此的压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分析。他们是理性的思想家，不是感性的道德论者，因而他们不像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蒲鲁东）那样，由于工人遭受工业革命带来的对体力和精神的损害而否定工业革命，要求倒退回田园诗般的中世纪去。他们认为，大工业一方面给工人的精神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也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可能唤醒工人对自身精神发展的意识。恩格斯曾谈到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工人精神生活，他说：他们“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2卷283页）。显然，这种贫乏的早期工人生活不值得留恋，因此，他在批驳一位蒲鲁东主义者时指出：“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18卷244页）

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工人与现代工业的联系看作衡量工人自我意识发展的尺度，写道：“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2卷299页）。恩格斯曾以普鲁士工人为例，比较过他们在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精神水平，他说：“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8卷11页）。他把发达的工业看作是工人精神解放的“强大的杠杆”（2卷649页）。

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也论述了工人精神发展的条件。他说：“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23卷260页）就大的文化环境而言，工业社会无论如何在创造和满足精神需要方面能够提供比农业社会多得多的机会，它有利于工人精神生活的长远发展。就此马克思说：“我不仅把大工业
 看作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决这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32卷528页）。1849年，恩格斯在法国流亡途中曾与一些被国家派到乡间修防洪坝的巴黎工人住在一起，这些工人一年前曾是法国二月革命的主要参加者。他深深地感到代表大工业的城市环境对工人精神交往水平影响的重要意义，写道：“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看来，他们连报纸也不看。……主要由于同巴黎隔绝，被迫生活在法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的眼界就大大地缩小了。他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可是他们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两个月。”（5卷557页）

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马克思把工人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条件规定为个人受教育、发展智力、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履行社会职能、社交等几项（参见23卷294页），而较高级的精神活动则包括：为自身的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几项。（参见46卷上册246页）这些工人精神活动的取得，都经过了多年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保障工人的精神发展，支持各种有利于工人体力和精神全面发展的措施或立法，无论这些措施或立法是出于何种动机。

例如对工人及其子女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限制工作日的立法等等。马克思对此的分析是：“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23卷11页）而这种做法无意中造成他和恩格斯讲的结果：“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授予了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4卷476页）特别是英国的各种工厂法，马克思认为它们是“工人阶级得到的有发展和活动余地的最初条件”（32卷528页）。其中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他们都从工人精神发展角度进行过论述。马克思说：“［缩短工作日的］上述过程——如统计学所证明的——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47卷408页）“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16卷216页）恩格斯也谈到：“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22卷320页）。

限于早期工人较低的认识水平，教导他们意识到自身精神发展与切身利益的关系，需要长期的工作和一定的法律制约。在谈到一些工厂法时，马克思说：“我要求国家
 把它作为强制性的法律
 ，这不仅是要约束工厂主，而且也是要约束工人自身。”（32卷528页）一些工人由于眼界狭隘，为了眼前的小利益而对某些实际上有利于他们长远利益的法律进行抗拒，如“女工对缩短开工时间的抗拒”（32卷528页）；一些工人对子女教育的漠视，“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16卷217页）他告诉工人们：“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6卷13页）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虽然是工人精神解放的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制度又是工人精神发展的根本障碍。他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写道：“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根本原因”（44卷572页）。他赞同国际两次代表大会多数人的意见：“只有社会交往手段和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工人阶级的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善。”（44卷592～593页）


 二、工人精神交往的历史形态及特征

最能反映工人精神交往发展水平的是工人从事的各种政治性交往活动。在考察工人的精神交往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这类活动入手，同时也注意到经济性的交往活动。他们把工人精神发展以19世纪40年代为转折点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在这以前，为工人精神发展的童年阶段；这以后，为逐渐成熟的阶段，而成熟的标志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和巴黎公社事件。

首先，工人政治上的交往最显著的形式是工人的组织。这种组织恩格斯最早曾追溯到英国18世纪末约·图克的“民主党”。他写道：“他们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间组织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1794年已经相当强大了”（1卷676页）。“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
 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2卷516页）。他和马克思还谈到与英国同时存在的法国巴贝夫的秘密组织及其文献，认为他们表达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工人的这种以组织为形式的交往，随着交往革命的发展而迅速扩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交往手段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了起来。……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1)



工人的组织在英国主要是各种工会（工联）和各种工人协会。在这样的组织里，不仅人的最基本的交往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这种交往很快就发展为对本阶级利益的认识。马克思回顾这类工人组织的交往活动时写道：“这类工人协会的组织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14卷464页）恩格斯也写道：“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2卷409页）这种工人组织在19世纪30—40年代的英国，形成了拥有400万工人的全国性工人政党——宪章派全国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把它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19卷306页）。

早期工人的组织在法国、德国这些当时相当封闭的国家，主要是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恩格斯谈到法国平均主义派团体的活动，他写道：“这些问题起初是在巴黎圣安东郊区阴暗而拥挤的僻巷里讨论的，后来很快就拿到密谋者的秘密会议上讨论了。”（1卷580页）他和马克思谈到这类活动的意义，指出：“这些无产者的不懈的宣传，他们每天彼此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充分地证明：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3卷234页）。他们虽然称赞这些工人的交往活动，但认为秘密条件下的交往只能使工人永远停留在很低层次的交往水平上。这也是他们进而争取各种表现自由的缘由。

在工人从事社会交往的早期，小酒店、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地点，这是当时工人低下的生活条件决定的。恩格斯说：因为“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2卷387页）。从这种场所的公共性质看，他认为这是一种“与人无损的交往办法”（4卷55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时，也是在这样的场所接触工人的。

报刊在早期工人交往中一般不占主要地位。工人生活条件过于低下，无力购买报刊；少量工人创办的报刊，主要用于政治宣传。例如恩格斯谈到创办矿工报纸，他说：“为了维护煤矿工人的权利，创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纳河上的新堡创办的《矿工的律师》月刊。”（2卷542页）这类报刊在工人早期政治交往中的社会影响相当大，1837年创办的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发行量最高达到过10万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该报表现出的健康向上的特点，给予过高度评价。马克思称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19卷259页）。当然，这家报纸的巨大影响与报纸成为工人交往的主要媒介还不是一回事。只是在英国废除知识税的19世纪60年代，由于报纸价格的大大下降，工人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报纸才成为一般工人精神交往的主要媒介。

鉴于早期工人的精神发展水平，他们所接受的精神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以通俗文学最为普遍，而理论、经济、哲学等等，尚限于少数工人领袖的兴趣范围。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民间小说同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3卷543页）

经过几十年的顽强斗争，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工人精神交往达到了这一时期的顶点。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的工人报刊已有十几种，特别在英国，形成了恩格斯所描述的可观的规模和较高的层次，他写道：“现在工人能读到18世纪法国哲学著作的又好又便宜的译本，主要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自然体系》和伏尔泰的各种著作，此外，在一两个分尼一本的小册子里和各种报纸上，他们可以读到阐明共产主义原理的文章；工人手中也有托马斯·倍恩和雪莱的著作的普及本。这里还得加上星期日讲座，听讲的人很踊跃；例如，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看到，一个能容纳3000人左右的共产主义大厅，每个星期日都挤满了人”（1卷569页）。“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2卷528～5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精神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素质，但他们更多地指出了早期工人精神发展的不成熟性质。这首先表现在工人思想上缺乏完全独立的意识，他们相当程度上还依赖有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各种派别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他们发言，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18卷35页）这些思想家大都厌弃实际的政治运动，谴责工人罢工、结社和政治发动。但正是他们，给工人阶级提供了许多启蒙因素，许多提高工人智力水平的书刊也是他们提供的。所以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者为教育英国劳动阶级做了很多事情。”（1卷569页）马克思也说：“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18卷336页）。

稍后，出现了工人自己的组织，但这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是完全独立的，就此马克思指出：“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17卷467～468页）。

其次，由于早期工人的环境视野不开阔，自由竞争造成自由工人间的对立状况尚未消除，早期工人交往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它大大妨碍了工人精神发展的进程。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18卷35～36页）恩格斯还特别谈到这种宗派斗争的残酷性，他说：“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22卷537页）

最后，早期工人的交往内容往往是反动的和粗俗的，这与当时工人的狭隘眼界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诅咒现实，而理想只有以过去作为参照系，尚无法认识到自己贫困的根本原因，于是就把仇恨发泄在一些并非是原因的目标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纯粹无产者的一些文献指出：“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4卷499页）例如，他们从平均财富这一观念出发，提出了公妻制。马克思批评说：“公妻制
 这种思想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
 。……是贪欲
 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
 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非自然的单纯倒退”（42卷118页）。再如对较高级精神活动和产品的排斥，恩格斯批评说：“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1卷580页）。即使当时进行理性思考的无产阶级经济学，也没有能够避免这种偏见，他们把生产劳动仅仅理解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因而排斥较高级的精神产品，认为它们是富人剥削工人的产物，消灭资本和财产，也要消灭它们。马克思批评他们的观点表现为禁欲主义，“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26卷Ⅲ册287页）

由于有这样的观念，不少工人宗派在行动上排斥任何有文化教养的人，从而人为地使自己的交往龟缩在很小的范围内。恩格斯谈到德国早期工人团体时，指出过他们交往上的这种狭隘性，写道：“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22卷529页）。所有这些在交往内容和交往政策方面的问题，都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倒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英国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奥康瑙尔时，曾讲到这一点，他们说：“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不论对工业进步和对革命都恨之入骨。他的整个理想充满宗法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7卷519页）

对工人精神发展的童年阶段的种种不成熟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轻视工人的精神活动。相反，他们对工人在精神活动中表现的每一进步都给予由衷的称赞。1846年，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办《年轻一代》杂志，恩格斯曾撰文介绍说：“虽然这份杂志只是给工人看的，文章也是工人写的，但从一开始它就胜过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了卡贝慈父办的《人民报》。从这份杂志可以看出，杂志编辑为了取得一个政论家不可或缺的、从有限的几年教育里不能得到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是下过一番工夫的。”（1卷586～587页）马克思就魏特林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写道：“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教育水平或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请读者注意魏特林
 的天才著作……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
 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
 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
 。”（2版3卷390页）

他们从工人早期的精神活动中，不仅看到了许多幼稚的缺点，更看到了工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因而他们希望人们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2卷107页）。他们反对凌驾于工人之上的精神贵族，相信工人同样能够在精神方面自己解放自己。当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布·鲍威尔（即“批判”）企图做工人的精神救世主时，马克思指出：“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将会向批判表明，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
 的直接庇佑
 ，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2卷171页）“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42卷140页）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促进了工人的精神交往向现代化方面转变。由于早期工人交往的种种不成熟状况，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的失败使得繁荣一时的工人交往活动中断，工人进行精神交往的主要媒介，如集会、报刊、俱乐部等等几乎不复存在，各种狭隘的交往观念也被证明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世界交往”为背景的交往观念逐渐被先进工人所接受，现代的报刊、公开的国际性工人组织成为新的工人交往的现代形式。这个时期的开始，以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恩格斯说：“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33卷643页）

在这种国际联合背景下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情景：“国际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自己的机关刊物，它们几乎用一切文明民族的语言出版。”（18卷72页）19世纪60—70年代国际的几十家报刊的活动和影响，表明工人精神交往已进入成年阶段，国际的组织本身也成为一种极为迅速的信息传播网络组织。马克思举例说：“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罢工时，由于从别的国家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已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44卷691页）这种信息的传递广泛而迅速，在早期工人的精神交往中是无法做到的。

以巴黎公社事件为标志，马克思认为工人发展的宗派阶段基本结束。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工人精神交往，适应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特点，表现出多种情况，各国工人政党本身成为工人阶级相互联系的桥梁，其主要联系媒介便是报纸。就此马克思在1879年说：“近年来社会主义有了迅猛的发展，……各个国家都开始出版报纸，互相交换报纸，这几乎是各国党之间的唯一的联系。”（45卷714～715页）恩格斯在1882年进一步指出：“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
 的。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实现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许多线，互相交叉……”（35卷268页）

恩格斯晚年时期，各国（特别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形成了内外相当庞大而完善的精神交往体系，不仅拥有数百万报刊读者，而且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络，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书店以及各种工人俱乐部。1886年，恩格斯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出版一位老工人职业革命家的回忆录时，讲了以下一段话：“可以不去考虑他关于书的销售等等、关于计划等等的意见。对于组织销售被查禁的书籍，他还是四十年代的那一套旧观念，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以大生产的方式来办理的。”（36卷534页）这反映了40年间工人精神交往活动的巨大发展，老一代人的交往观念已经赶不上工人交往方式的迅速变化了，而恩格斯则以他敏锐的对事物的观察，把握着工人精神交往的进程，直到他逝世那一年，还在谈论工人报纸“用大企业的方式组织消息报道”（39卷377页）的问题。

工人精神的发展经历了克服童年阶段交往方式和交往观念的过渡时期，达到成年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推动这一进程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工作的总的原则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28卷38页）为此，他们首先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坚决反对工人组织秘密团体，因为这类组织大大限制了工人的交往范围，并人为地制造了各种宗派。马克思专门就这个问题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作过发言，他指出：“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17卷703页）

其次，他们坚决反对工人交往中的宗派意识和宗派狂热。当社会迅速向前发展时，已经成为一种交往传统的工人宗派意识往往会滞留下来妨碍工人交往的扩大。对此恩格斯曾说过：“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由于这些分歧而结成一些固定的宗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愈少愈好。”（36卷584页）马克思也指出：“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33卷332页）宗派在工人交往方面有多种表现。在观念上，它表现为宗派领袖的精神独裁欲望、工人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在行动上，它表现为某种宗派狂热、排斥脑力劳动者、各派工人报刊之间的无原则殴斗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宗派领袖们的独裁欲望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早在1849年，马克思影响下的科伦工人联合会就批评过它的前任领导人哥特沙克“使科伦工人倾向于红色君主政体，……从而把工人本身描绘成为对他盲目服从的机器”（6卷699页）。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马克思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做所为却恰恰相反）。”（34卷289页）当德国工人运动复苏、拉萨尔开始在工人中进行鼓动时，马克思就发现他“不断表现出自己的‘独裁欲’”（29卷29页），因而造成德国工人运动中新的宗派主义。1868年，马克思专门致信拉萨尔的继承者施韦泽，告诫说：“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把宗派运动溶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32卷558～559页）

对于种种崇拜领袖的愚蠢举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讽刺进行批评。当拉萨尔派的报纸搞这种崇拜时，马克思称它为“幼稚的‘偶像崇拜’”（31卷51页）；恩格斯也说：“一星期对拉萨尔膜拜三次，这谁都受不了”（31卷59页）。他对英国工人报纸《工人领袖》的类似倾向也提出过批评，写道：“《工人领袖》是专为把凯尔·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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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化而办的”（39卷378页）。对一些工人写的诗，如《我们愿做拉萨尔主义者》，马克思称它们是“愚蠢的东西”、“无聊的东西”（31卷50页）。有一次，他引证了这样一首诗：

来吧，德国的无产阶级
 ！

来吧，不要再作无谓的奔忙！

有一个人愿为你们开辟幸福之路，

你们只需为行动待命整装！

他不侧身于崇高的议会，

也不以雄辩的口才逞强；

人民的儿子，斐迪南·拉萨尔
 ！

为民喉舌，言语明晰，朴素大方！（30卷347页）

马克思对它的评价是：“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30卷348页）他和恩格斯都希望工人能够用自由思考代替迷信。1868年，当拉萨尔派的工人联合会第一次解散时，恩格斯庆幸地说：“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用思考来代替信从，在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16卷371页）

宗派在行动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继续工人精神发展童年时代的做法，排斥脑力劳动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不久，法国的代表就提出过这样内容的一项议案，但是被否决，而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议案：“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ouvrier［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16卷91页）马克思说：“工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
 一切文人等等上面；而这毕竟是荒唐的，因为他们办报刊需要这些人”（31卷85页）。这种排斥文人的意识直到巴黎公社失败后还出现过。1873年，马克思收到一份前公社委员、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写的传单，上面竟“要求开除所谓脑力劳动者
 ”。他称这份传单是“破烂不堪的货色”（33卷608页）。1881年，法国工人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狭隘观念。恩格斯批评巴黎的《无产者报》说：“《无产者报》是眼界极其狭隘的一伙爱耍笔杆的巴黎工人的报纸。它有个规定：只准许真正的手工工人参加会议和撰稿。对‘有教养者’怀有极其愚蠢的魏特林式的憎恨，那是自然的事。因此，报纸的内容十分空洞，但是它却奢望成为巴黎无产阶级观点的真正表达者。”（35卷220页）而事实与此恰好相反，正是那些主张排斥文人的工人，却在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马克思说：“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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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
 ，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34卷281页）

当一些宗派主义工人报刊失败时，工人运动仿佛有些不景气，恩格斯则认为，这是一个转变的时机，有助于清除宗派主义，形成工人交往的现代意识。他说：“人为地建立起来并仅仅靠国际的威望维持的分裂主义者的全部报刊现在都垮台了。……现在将逐渐出现比较好的报刊来代替这些宗派主义者的报刊，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不要紧。”（33卷617～618页）

如同社会发展中的“返祖现象”一样，成熟阶段的工人精神交往也常发生种种童年阶段的现象。例如，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非法宗派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竟以暗杀相威胁，禁止其成员接触国际总委员会承认的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判地写道：“同盟分子的主教会议把《解放报》列入禁书目录，使这家报纸遭受了一切正统教徒的谴责；在加迪斯，为了使罪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一种对死的恐惧，曾经宣布，每一个卖《解放报》的人都将被当做叛徒赶出国际。”（18卷413页）

1887年，在法国还发生过工人报纸间殴斗的事件，编辑们只是由于观点争论而发展为大打出手。恩格斯痛心地说：“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好吧，就这样吧。难道为了要在巴黎出版日报就应当去当流氓吗！”（36卷588页）“《人民之路报》和《人民呼声报》的对打互骂可能会使巴黎人感到好笑，但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降低到用争吵和打架来招徕观众的集市卖艺者的水平，是会十分难过的。”（36卷619页）他认为这是“1848年前德国浑人的做法……对我们的人来说，这件事忘记得越快越好。”（36卷620页）

在工人交往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说明清除传统的、狭隘的交往观念需要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了很多精力与此进行顽强的斗争。例如19世纪40年代法国著名的刊物《工场》，该刊的编辑们全是工人，在行为和忠于理想上都属于优秀工人，但他们却宣传封建社会主义。这家刊物消失30年后，其影响还在，马克思不得不再次批判“《工场》派的反动工人”（19卷29页）。由于蒲鲁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逝世后20年，马克思发现：“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31卷533页）。而在伦敦，19世纪初的工联主义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还颇盛行，严重阻碍了工人交往的眼界和范围的扩大。马克思说：“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伦敦的工人当中自然也有一批蠢驴、笨蛋和流氓聚集在一个骗子的周围。”（31卷118页）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精神发展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信心，他们在为一篇工人写的文章加的编者按中指出：“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7卷486页）通览他们对工人精神发展历史的论述，可以看到，这一必胜信念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的愚昧、偏见进行斗争的过程。轻视这种斗争，他们对工人精神胜利的预言就可能会变成一句空洞的豪言壮语。在这方面，已经摆脱布朗基宗派影响的工人1872年的一则声明显得十分重要，马克思特别引证了它。声明说：“我们想夺取政权，首先要争取工人阶层上升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那种精神发展水平。”（转引自44卷596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努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结果，它清晰地说明了工人精神发展水平与工人运动的关系。


 三、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从两个方面考察报纸与工人的关系。从政治角度，他们把工人阅读政治性报纸的情况视为衡量工人精神发展水平的一种尺度。例如1891年2月，当恩格斯得知法国工人党的《社会主义者报》在不零售、只接受订阅的条件下，订户数字每天都有所增长时，他致信报纸编辑部说：“这证明，你们那里的工人又开始阅读书报了，他们感兴趣的不再是那些登载耸人听闻和淫秽下流消息的报纸，而是别的东西了。你们可以为此成就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38卷25页）这种情况在德国是从拉萨尔重新在工人中进行鼓动时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初），所以恩格斯说：“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19卷346页）。但工人读自己的报纸真正成为较为持久和普遍的现实，则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他和马克思较多地从政治角度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的人们往往只把视角投向这方面，而他们（特别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报纸和工人的关系，则被人们忽略了，甚至很少为人所知。

1861—1863年，马克思连续写作，完成了长达23个笔记本、1472页的一组经济学手稿。在笔记本XV（大约写于1862年）中，他开始把报纸与面包、肉、啤酒、牛奶并列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接着，在笔记本XXI（写于1863年5月）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将报纸列入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他写道：“工人生存的条件，以及工人所挣的货币的价值量，当然会强制工人把货币花在十分有限的生活资料范围内。但是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48卷12页）

从此以后，马克思凡是谈到英国工人（以后也包括其他国家工人）阅读报纸的时候，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是他谈问题的先定前提。1863年7月到1864年6月，他起草《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其中谈到报纸与工人生活关系的部分，将1861—1863年手稿中笔记本XXI的有关页的内容，几乎完全用到了新的手稿上。（参见49卷93页）1864—1865年，在《资本论》第二卷第1稿中，他重申了以前的观点，写道：“工人可能用工资来购买只是在下周才能缝好的上衣，或者用来购买明天才能出版的报纸。很多必要生活资料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啤酒、面包、牛奶等等”（49卷277页）。在这里，他讲的工人已是泛指，而不仅是英国工人了。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工人调查表》，这是他1880年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写的。在文章第三部分第24个问题中，他调查工人“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即包括“买报”（19卷255页）这一项。显然，马克思这时已认为在法国报纸亦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了。

马克思形成“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一观点，积累了20年的观察材料，并不是随便说说。1844年，他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就注意到，工人们正“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42卷140页）。1851年，他发现货币工资制使工人有较大的个人自由，而实物工资使得“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实行了货币工资，“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44卷162页）1857年，他进一步指出，订阅报纸在工商业繁荣时期已经成为工人参与精神享受的内容之一。（参见46卷上册246页）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密切注视着英国缩短工作日、普及国民教育、废除知识税的进程。工作日的缩短，相对增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给国民教育提供了条件；便士报随着知识税的废除而普及，恰与普及国民教育相适应。这样，报纸成为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便水到渠成了。

人们通常理解的“必要生活资料”，是物质生活领域的消费品。马克思把报纸这类精神交往媒介也列入了必要生活资料一类，说明精神交往在现代条件下对于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他们有高级的精神活动和交往，这种精神活动和交往，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同步发展。工人阶级为从非人的生活状况中解放出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斗争目标从来都包括物质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两个方面。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他们的精神生活和交往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需的。然而，资本原始积累的剑与火，却几乎完全泯灭了工人的精神需求。他们的精神需求在反抗中时而爆发，就如恩格斯所说：“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2卷398页）报纸在后来能够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随着全世界文明程度的推进，人类必要生活中精神产品的比重将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指报纸进入一般人的生活领域而言，它和工人与报纸的历史联系是两个问题。在早期工人中，已有工人阅读报纸的现象，但仅限于个别人，主要是排字工人；早期的工人报纸，其读者范围通常也限于少数先进工人。从经济学角度看，报纸成为一般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欧洲最早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美国要早一些）。马克思的论述，严格依据着实际生活的发展，从理论上对这一现象作了科学的说明。

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直接原因是货币工资制的实行、工作日的缩短、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税的废除。从宏观上讲，这是18—19世纪工业革命和19世纪交往革命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过去的手工业者必须有最低程度的文化，才能适应由于蒸汽机而带动的生产资料的改革，成为大机器的“人手”——现代工人。以通信联络和交通改革为标志的交往革命，使各种交往手段现代化，帮助生产不断用时间克服空间的阻碍，取得巨大的发展，报刊发行量也随之急遽增长。这样，报纸成为当时最下层的工人生活必要资料便提到日程上来。资本破坏一切旧的生活习惯，摧毁一切利用和交换精神力量的限制，把整个社会，从而把工人阶级也卷入了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在各国成为现实的时间，有早晚的差别。当然，统治阶级无法想象，他们无意中给予工人的启蒙和教育因素，会产生怎样的反效果。

马克思在1862—1863年所指的作为英国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性机关报，而是指刚刚普及的大众化便士报，它们的创办者是文化商人或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可以看到，当时马克思就英国工人自己的报纸不发达而责备了英国工人阶级，他写道：“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16卷10页）尽管便士报的内容层次较低，不可避免地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但它们使工人得到了日常生活必需的新闻、知识和文化娱乐，马克思是从这个角度讲报纸成为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从政治上普遍地与本阶级的报纸结缘，则是工人精神发展的更高标志，它的起点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四、巴黎公社的精神交往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当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刚刚在人们眼前展现的时候，马克思迅速把握了它的性质和意义，立即放下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关注着巴黎公社（下简称“公社”）这个新生政权的每一个宣言和行动。从1871年3月18日至5月1日，他每天阅读各国的报纸和公社的报纸，共达27种；公社失败后，他又阅读了几十种报纸，作的报刊摘录有20多万字。从4月开始，他几易其稿，对公社各方面的经验（包括公社的精神交往活动）进行总结。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公社墙下殉难后的两天，即5月30日，他就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是马克思在世时唯一遇到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事件，因此，他关于公社精神交往活动的论述，显得更为难得和重要。

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精神交往活动时，经常将公社的直接敌人——凡尔赛政府的交往活动作为对照，从而表现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时交往活动的阶级特点。在《法兰西内战》及其草稿中，他揭露了凡尔赛政府的交往政策。这个政府的首脑，是被马克思称为“庸俗职业报人”的梯也尔，在他身上集中了凡尔赛交往政策的虚伪和反动。马克思指出：他没有担任政府首脑前，“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libertés 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17卷552页）就在3月18日巴黎举起人类旗帜的那天，他的政府发布了禁止发行新报刊、对所有报刊每份征税两生丁的法律。紧接着，凡尔赛封锁了巴黎同外省的一切联系通道，“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camera obscura（变形镜）来观察巴黎（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垄断视听）。”“警察局长瓦伦顿的命令：凡是在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报纸，不问其倾向如何，一律予以没收，并当众销毁，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17卷568页）马克思作的报刊摘录还记载着：当局只要发现谁身上有巴黎出版的报纸，这个人便立即被判刑三个月；在凡尔赛给各省长的通知中，要求检查所有的旅店和酒馆，不让放置任何一种巴黎报纸供顾客阅读。

把崇高的诺言变成公开无耻的专制主义，这就是凡尔赛交往政策的基本特点。这一点恰恰说明了马克思记载的公社对凡尔赛的评价：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的不幸。（参见17卷604页）

与社会渣滓麇集的凡尔赛对峙的是光明磊落的工人的巴黎。巴黎公社的交往政策是言行一致的。巴黎举行起义的第三天，恩格斯就向国际总委员会报告说：“中央委员会宣布，必须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17卷668页）即使在欧洲最自由的英国，大报纸实质上是贵族以资产阶级名义管理国家的自治形式；而在巴黎公社，报纸再也不是受统治者操纵的工具。马克思指出：公社“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17卷565页）。公社的报刊和各种精神交往活动（俱乐部、集会、学校教育、宗教活动、群众与政府和报刊间的信件往来等等）体现了这种人民的当家做主。在巴黎有三四十家报刊，除了公社政府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外，工人的各派，如布朗基派、蒲鲁东派、新雅各宾派等等，以及各种工人俱乐部，都有自己的报刊。资产阶级报刊，凡不同凡尔赛勾结、不从事破坏公社行动的报纸，都允许出版。马克思为写《法兰西内战》而作的报刊摘录，所引证的公社方面对事实的叙述和评论，绝大部分是从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报纸《口令报》和作家维多克·雨果的报纸《号召报》（一般认为是自由派报纸）上摘录的。这些报纸在具体问题上对公社的措施有看法，但并不敌视公社。

在法国，日常生活中教会对自由的精神交往是一种巨大的遏制力量。公社成立后即开始改变这种情况。马克思写道：公社“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17卷359页）。显然，宗教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交往公社并不予以否定，但将它划入“私人清修”的一类，因而大大解放了世俗的精神交往活动，直接受益的是教育与科学。

马克思注意到，公社十分重视教育的改革，因为它是社会交往水平的基础。他写道：“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4月28日）。”（17卷574页）“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
 ”（17卷575页）。“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17卷647页）。法国的教育长期受到行政官吏和神甫的专横监视，教学范围受到极大限制，这些措施，真正体现了公社交往自由的政策。

公社在教育方面的政策，实际上会深得法国农民的欢迎。马克思很清楚，法国农民在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时代就“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他当时写道：“身为农民阶级的教育者、保护人、思想家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处于受地方行政官任意摆布的地位，把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像追逐野兽一样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7卷99页）。公社的措施改变了这种情况，他说：“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17卷365页）

由于限制了宗教和政府对精神活动的压迫，科学同样获得了解放。对此，马克思写道：“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的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17卷647页）公社“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17卷600页）。

公社的报刊都是公社事业的捍卫者。但对具体问题的看法，除少数报刊（如《人民呼声报》）愿意同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外，大多数报刊只愿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由于各派都有自己的报刊，它们在整体上反映了公社的舆论。马克思在报刊摘录里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公社执行委员会和社会拯救委员会的秘书长布里萨克倾向于新雅各宾派，他原为蒲鲁东派的《公社报》撰稿，后来感到不能充分自由地在该报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很自然地转而在赞同自己观点的《复仇者报》上发表文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把实行人民的出版自由的宣言变为行动，这是巴黎公社交往政策的基本特征。

公社查封了十几家报刊，这不是违背关于出版自由的宣言，而是在于这些报纸超越了报纸的职责，从事反对公社的阴谋活动。马克思指出：“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去坚持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类的，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了。”
(4)

 马克思把公社封闭报纸的行动不是看作交往政策，而是列为公社的“公安措施”（17卷577页）。

巴黎公社委员、记者阿尔努1878年在回顾公社的交往政策时写道：“帝国时期，我曾经强烈要求新闻自由，我宣称，新闻自由和结社、集会权利一样是一种绝对的、首要的、天赋的权利。……如果当我们成了胜利者时，尚不能建立那些过去在失败时曾主张过的原则，尚不能让别人认真地尊重它们，尚不习惯于执行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在法兰西建立起真正的原则。”同时，他分析了当时公社封闭一些报纸的原因，指出：“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不能容忍在它的内部有人公开期望这个城市毁灭，挑动保卫这个城市的战士背叛，向敌人提供该城军队的调动情况。公社时期的巴黎就是这种情况。公社不应该侵犯报纸，而应该在这些记者的行动超越了实际上的围城状况所允许的界限，在他们超越了自由批评的范围向包围者伸出手时，对他们严加惩处，不是把他们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人民的叛徒和敌人来惩处。在凡尔赛，人们不允许公社报刊发行。在巴黎，我们不应该容忍凡尔赛分子披着记者的外衣来搞阴谋勾当。”
(5)

 他所表达的公社的交往政策，马克思在事件刚刚发生时就用简短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

在这次法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搏斗中，凡尔赛充分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同外省自由交往”（17卷365页）的重要性，因为这种自由交往意味着中央政权对全国的影响。为此，梯也尔“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省隔绝（隔离）开来”（17卷654页）。正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十分重视公社与外部的联系。他两次用着重号记述了公社突破凡尔赛封锁，用气球发送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一事。但公社总的来说过多地埋头于内部事务，而对与外省联系的努力注意不够，因而致使它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失败。

公社的报刊担负起了报刊的社会监督职责。在马克思的报刊摘录里，详细记载着公社各家报刊对所有原第二帝国密探的揭露材料，也详细记载着对凡尔赛方面的卑鄙行径的真实而公正的报道。公社的报刊同样无情地揭露混入自己内部的异己分子和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报道逮捕失职的公社领导人的消息。马克思写道：“这使特别需要政治偶像和‘大人物’的资产者为之大吃一惊。”（17卷579页）自4月15日起，公社的机关报《公报》每天公布公社的会议记录（当然，军事部署除外），使会议上每个人的言论和行为都受到人民的监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和报刊摘录中，几次提到这件有意义的事情。黑格尔曾站在普鲁士专制主义立场上看待公布当时的等级议会记录，认为它的目的是使公共舆论“获悉并学会尊重国家当局和官吏的业务、才能、操行和技能”，它是“教育大众的最重要手段”
(6)

 。青年马克思当时就与他尖锐对立，指出：“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会的彻底公开
 ，而不能是别的。”（2版1卷160页）“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
 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2版1卷162页）30年后，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报刊里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为公社感到自豪，因为公社的“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7卷590页），“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17卷368页），“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17卷590页）

将公社的事务公开，这是公社交往政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如果说公社的报刊也有自己的本能的话，那就是通过履行报刊的职责，自觉地捍卫工人和全体人民的利益，防止任何社会的公仆凌驾于社会的主人之上。在这些报刊那里，事实始终受到最大的尊重，它们只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凡尔赛敌人的粗野漫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17卷369页）。

巴黎公社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早期工人运动的宗派及由此带来的狭隘眼界。在公社的交往活动和政策方面，实际权力主要由多数派（布朗基派）掌握，他们要求人民群众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认为只有少数坚定分子能够用极果断的措施来保持政权。因而“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22卷226页）。这种思想在公社顺利时被工人群众本能的民主要求冲破了，但在关键时刻仍有所表露，例如在5月18日，公社的重要报纸《公社报》（蒲鲁东派）竟被查封。在公社面临危机形势的时候，公社的交往政策显然受到过去宗派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后来说过：“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22卷225页）马克思没有让公社内部复杂的各派争论遮住视线，他敏锐地抓住了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所作出的恰恰与他们学说的信条相反的事实，例如，在交往政策方面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在教育、宗教、新闻、集会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保障报刊对社会公仆的监督等等。他把公社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全体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事业，总结了它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使得公社的各派都感到满意。而公社本身，则实际上是公社各种工人宗派的坟墓。


 五、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精神交往

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早期，还只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一些人，没有定型的组织形式。但他们在与工人运动各种宗派的交往中，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宽广胸怀和坚定的原则性。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工人交往中宗派壁垒的冲击。各种工人宗派的存在是以工人对领袖的几项教条表示效忠为前提的，因而领袖办的报刊对他们仅仅是一种“福音书”。而马克思主义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其创办的报刊就表现出对这种“救世主”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为刊物制定的方针是：“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1卷418页）“出版一种应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50卷407页）。

工人宗派几乎拒绝与其他宗派交往，甚至把对方视为比共同敌人还可恶；而马克思主义在它形成过程中，向一切工人宗派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主动表示真诚的交往愿望。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种交往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
 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
 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27卷464页）。

这种交往与工人宗派内部的交往特点相反，是以承认一个人非神圣为前提的。马克思说：“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27卷465页）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工人运动中很快取得有利地位的交往政策方面的原因。俄国工人运动发生得较晚，但同样存在早期工人运动不可避免的交往的宗派性质。就此恩格斯回顾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交往方面走过的道路时，曾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民中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大家互相都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整个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这是所有的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1849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我们也经历够了这些情况。但是我当时确信，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些纠纷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性。”（37卷388页）

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种毫无宗派偏见的广泛交往是与坚定的原则性为前提的。维护党（尽管早期党的形式是无形的，但作为“幽灵”的存在则为社会公认）的理论的纯洁性和党的荣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交往中经常谈到的问题。他们都要求党内的人和党的出版物按照“党的精神”（6卷687页、37卷251页）讲话，在党形成的过程中，恩格斯就指出：“党的出版物是做什么的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
(7)

 他多次批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27卷306页）的事情。1859年，拉萨尔没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便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形势的小册子。尽管那时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党”，但外界一向把拉萨尔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看作一个“党”，所以马克思向拉萨尔指出（向恩格斯转述）：“今后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谁要想代表党讲话，只能在下面两者中择其一：要么他事先同别人商量，要么别人（一种婉转的说法，指你和我）就有权撇开他而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29卷494页）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反克利盖的通告》驳斥纽约《人民论坛报》、1865年他们公开声明拒绝为拉萨尔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1870年马克思建议国际总委员会与其原来的机关报《蜂房报》断绝关系等等事件都说明，无论当时的“党”成形不成形，由于这些报纸在以“党”的名义讲话，而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而他们必须采取维护党的荣誉的措施。

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成熟以后，党的报刊和党的公开会议是党的外在形象，恩格斯曾说：“党本身正是像它在报刊和代表大会上让公众所看到的那样。”（34卷263页）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时，他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22卷90页）。正由于这个原因，他和马克思不惜笔墨地纠正党报上不断制造的理论上的灾难，批评报上那些不学无术的市侩幻想、又臭又长的奇谈怪论和最浅薄的胡说八道（参见34卷281、282～283页，33卷638页），以维护党的荣誉。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章程，这有利于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但也带来了繁重的组织工作和思想理论方面一定的组织上的限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大思想家来说，有时这些会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束缚。例如对长期担任国际工人协会的职务，马克思感慨地说：“我急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的奴隶地位的结束。此后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无论是在总委员会，还是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我将不再担任组织职务了。”（33卷481页）1892年，恩格斯看到德国党的代表大会辩论党报主编李卜克内西的薪金数目，为他的尴尬处境感到窝火。他代表自己和亡友马克思说：“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
 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38卷517页）这表现了他们作为思想家对心灵自由的追求。

在党的实际精神交往方面，除了维护党的纲领和策略而不得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组织措施外，他们一向坚持在党的组织和章程的范围内协商解决问题。为了防止自己的话被看得高于党的领导机构，恩格斯曾声明：“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22卷287页）“我的
 文章并不约束党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值得庆幸的”（38卷186页）。党的交往原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由于马克思晚年多病，逝世较早，全面阐述是由恩格斯完成的。

在正常的党的交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负有领导职责。1869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平等报》，一度被巴枯宁主义者掌握。他们违反国际的组织章程，在这家报纸和他们的报纸《进步报》（属于罗曼语区联合会领导范围）上，公开向总委员会提出质问。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起草的致该联合会委员会的文件指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既无权放弃
 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
 》和《进步报
 》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
 它的职责。”（16卷435页）“总委员会提醒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注意，它有责任
 领导《平等报
 》和《进步报
 》。”（16卷436页）

党的领导机构所以拥有这种领导权力，是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全党成员中的多数赋予的，它的基础是全党的信任。这种权力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就此马克思曾多次讲过：“只要总委员会不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多数人的代表者，那末即使我们承认总委员会有黑人酋长或者俄国沙皇的权力，这种权力反正也会是虚幻的；总委员会没有军队，没有预算，它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得不到全协会的赞同，它将永远是软弱无力的。”（18卷729页）“难道它的权威不是纯粹道义上的吗？”（18卷179页）党的领导机构能够实现领导，在于它真正为工人运动服务，恩格斯就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讲过：“社会民主联盟并没有为这里的运动的普遍发展做许多事情，因而也就没有资格进行领导”（38卷37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党的报刊和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除了党的领导机构所拥有的全党信任的基础外，也是鉴于资产阶级世界中新闻记者的特点和党员个人能力的限度。1872年，国际内部的巴枯宁主义者提出把总委员会的作用变成一个信箱。马克思就此指出：“信箱可能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这对国际可能是很大的威胁。我们是负责任的，而新闻记者先生们可能是不负责任的。”（44卷711页）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巴枯宁派的报纸编辑根本没有组织观念，随意把国际内部讨论的组织问题公开在他们的报纸上，使国际受到损害。为此，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曾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拒绝承认这样的报纸是国际的报纸。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个决议的意义写道：“这个决议一下子永远地打消了某些新闻记者的企图；他们渴望取代国际的极其重要的委员会，并在国际中起到名士派新闻记者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所起的那种作用。”（18卷33页）

报刊编辑是作为个人存在的，党的整体所给予的智慧一般总比个人大得多。就此恩格斯曾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莫斯特办的《自由》周报。他说：“《自由》简直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喧嚣，而莫斯特本来是一个不无才能的人，自从他离开了党的基地，在这里表现了十足的无能，连一个思想也提不出来。”（34卷410页）他还谈到过英国一家独立的工人报纸《工人时报》，它虽然在维护工人的利益，但内容庞杂，方针不够明确。恩格斯分析说：“这家报纸表现出的缺点，是这类私人
 企业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党对它进行监督的情况下所不可避免的。”（38卷247页）

鉴于以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恩格斯坚决反对利用党的报刊来指挥党。1890—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极左面目的反对派“青年派”。他们对党的领导机构提出意见时，任意夸大事实，并以此为借口在他们掌握的报纸上抵制党的领导。为此，恩格斯与他们进行了斗争。他指出：“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22卷99页）事实说明，一旦青年派离开了党，他们的报刊很快就变得空洞无物了。1892年，恩格斯说：“所有这些一度曾经颇有希望的康普夫麦尔们、恩斯特们、弥勒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摆脱了党的领导的压迫之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的报纸十分空洞，除了这份报纸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38卷456页）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轻率，回到了党的立场上。

但是，既然党的领导机构是由并非圣灵的人组成的，出现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过当时作为德国党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机构的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降临到当选人身上，就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就可以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教义？”（34卷374页）显然，在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精神交往活动实行领导时，又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对此，恩格斯早在1873年就指出了这个矛盾。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人民国家报》主编）都在狱中，倍倍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讲到党务由党的书记约克主持；报纸由编辑布洛斯主持。而恩格斯知道，这两个人都倾向于拉萨尔派，并排斥坚持正确立场的报纸编辑赫普纳。恩格斯代表马克思和他本人对倍倍尔讲了他们的忧虑：“党的领导——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您被监禁的机会把《人民国家报》变成某种‘诚实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8)

 。……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权力对您虽然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
(9)

 退出编辑部，并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末，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33卷590～591页）

对于这个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要求首先在党的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解决。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被反对国际路线的黑尔斯等人把持，联合会的机关报《国际先驱报》主编赖利作为委员处于少数。恩格斯向纽约的总委员会建议，委托他来传达总委员会的通告。他说：“如果我能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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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这样的决定，那末他就能够以此为依据来做一切事情。”（33卷539页）也就是说，争取报纸直接领导的上级的支持来解决问题。在这一行动没有奏效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际的正确路线，马克思毅然决定让报纸脱离联合会委员会。他向总委员会书记报告说：“《国际先驱报》的所有者赖利（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根据我的建议，已使该报成为独立的报纸。”（33卷552页）

为了尽量避免以公开分裂形式解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报刊都以党的纲领和策略作为衡量行动的标准。1879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会党团授权议员凯泽尔在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党员希尔施办的刊物《灯笼》批评他违反了党的纲领和策略。但是希尔施却遭到党的领导的批评，说他批评党团违反党的纪律。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德国党的各主要领导人，他们指出：“既然那些首先应该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34卷374～375页），“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34卷374页）马克思还气愤地说：他们“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
 的，并且把任何批评斥为大逆不道！”（34卷391页）在这件事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党的内部精神交往制定了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有监督的权力，但是党员和报刊也有依据党的纲领和策略对党的领导进行批评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共同遵循党的纲领和策略高于具体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德国党内精神交往方面发生的冲突和解决冲突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内部的精神交往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原则，使党内的精神生活既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又可以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党的出版社成为和平时期“更重要的党内生活杠杆”（37卷375页），各种文化性质的交往更加丰富多彩。

1884—1885年，德国党内发生“航运津贴事件”。1884年11月，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准备投票赞成津贴德国定期通往非洲、亚洲和澳洲的轮船，而这显然与德国的殖民政策有关。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发表了许多党员来信，表示反对党团多数的做法，因为它违反党的纲领和策略。党团通过一项声明，认为党的机关报的立场是由党团负责的，因而党的机关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党团采取反对态度。由于全党对党团的谴责造成的压力，党团被迫投了反对票，并在1885年4月23日的机关报上与编辑部共同发表了一个通告。通告写道：“国会党团和编辑部也一致认为，在党内应存在批评的绝对自由，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企图将意味着对党的原则的背叛，并将动摇党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为同志们提供了纠正国会党团滥用其受信任的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国会党团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看作是它本身的机关报，并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属于全党，是全党的机关报。但是，全党是由国会党团代表的，它由于担负党的代表机构的职责，当然有权对党的机关报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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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这一事件中坚定地站在报纸编辑部一边，他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宣布禁令，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22卷90页）

考虑到德国当时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困难环境，以及防止党团多数可能对报纸施加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建议：“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再带有那种被人强加的正式性质，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地过去。”（36卷292页）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从1886年11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再作为机关报出版。恩格斯得到这个消息后说：“照我看来，使报纸具有正式的性质，根本就是一个大错误，这一点就是在帝国国会中也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报纸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意见可以少得多。”（36卷542页）显然，恩格斯考虑到对机关报的“支配权”，但更重视“捍卫我们的理论观点”（36卷309页）这一更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这涉及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问题。

1891年，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讨论新的党纲。为促使进一步扫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在恩格斯的支持下，党的理论周刊《新时代》发表了15年前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历史文件的发表，得到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支持，但对当时参加制定哥达纲领的党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感到损害了个人的声誉。国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此宣布对《新时代》实行检查。恩格斯气愤地质问党的领导人：“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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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的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38卷88页）而对这一事件，广大党员的理解水平已经同恩格斯完全一致，他们意识到这是“确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刻”（38卷585页）。

从几次涉及党内交往原则的冲突中，恩格斯从党的斗争环境的改变、党本身的壮大和成熟角度考察了党的“法权基础”。他认为，在党的形成时期，由于环境恶劣，党的雏形本身十分弱小，这时老的党的领导所要求的是绝对服从，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34卷417页）。当一个党处于进攻状态时，也需要类似的组织原则。恩格斯回顾宪章派这一最早的工人政党时说：“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本身所表明的，是一个组织起来进行直接进攻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37卷323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压迫的时候，党的领导也需要一定的独裁，恩格斯说：“这个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38卷38页）。但是，当党的斗争环境处于和平时期，党本身十分强大、组织系统完善时，这种迫不得已采取的实际妨碍党内交往的“法权基础”就应当改变。为此，恩格斯有两句名言：“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34卷395页）“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行动本身，就显得不适宜了。”（38卷547页）

就党内精神交往而言，从1890年起直到逝世，恩格斯多次表达了以下思想：“在一个大党内
 不能继续存在严格的宗派
 纪律”（38卷80页），“拥有几百万人的党，其纪律同只有几百人的小宗派是完全不同的。”（38卷444页）“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38卷88页）。“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38卷518页）。以这些思想为依据，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党内精神交往的具体原则：

第一，党内自由交换意见的原则。从1885年起，恩格斯一再使用这个概念，说明它是党发展和教育新成员的必要条件。他把这称为“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36卷309页）。随着党的壮大，党内存在不同的流派，对此他多次讲过：“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37卷323页），“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22卷98页）。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以往的“绝对服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交换意见达到思想的统一。所以，恩格斯在1890年说：“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37卷435页）。这种交换意见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党内的“左”倾或者右倾，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1892年，德国党内存在着“左”倾的独立派（青年派）和右倾的福尔马尔派。当时恩格斯就要求党的领导人必须保持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而现在则更加必要——既为了对付‘独立派’，又为了对付福尔马尔”（38卷474页）。

除了党的会议外，党的报刊也是交换意见的场所。报刊不仅是传播党的纲领的媒介，也是党内交流思想的场所。这个原则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就已经确定了。1869年，马克思在一份国际的文件中规定：“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通过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报刊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直接讨论，也将逐步为整个工人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32卷255页）

自由交换意见可分为理论讨论和对领导人、党的具体纲领和策略的批评两类。在党的理论方面，恩格斯认为：“对党员——不管他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39卷221页）讨论理论的传统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时期形成的。恩格斯1871年作为国际的通讯书记写道：“讨论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33卷263页）由于理论问题与现实斗争有一定距离，为了党的理论发展，超出组织章程中已有概念的讨论是被肯定的。所以，“讨论理论问题，总委员会则最热切地希望超出所规定的界限。”“总委员会发表的任何一个文件都无不超越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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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界限。但是总委员会能够超越协会正式纲领的界限，仅仅是在情况
 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限度内
 。”（33卷266页）

在德国党正式成立的初期，马克思曾设想过党的理论刊物“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34卷48页），但没有实现。在党壮大的时期，恩格斯再次重申了这一理论讨论的原则。当党的领导人害怕理论上的不同意见的时候，恩格斯指出：“你们——党——需要
 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38卷88页）

在要求党员和党的报刊对党的领导人进行自由批评方面，恩格斯是毫不含糊的。由于早期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党的领袖的特殊地位的传统，往往会产生一种恩格斯所说的相反的情形：“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35卷255页）。而有的领袖的“生活圈子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组成的，他们把在那里听到的东西当作是人民的声音”（36卷366页）。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在党处于和平时期后一再强调：“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38卷72～73页）。“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38卷33页）1889年，当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民主党对进行批评的党员报复时，他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7卷324页）

第二，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实行道义影响的原则。鉴于1885年发生的德国党内的“航运津贴事件”、1991年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事件，恩格斯进行了思考。“航运津贴事件”发生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可以用党的报纸不以机关报名义出版来解决；在和平时期，这样做便有分裂党的危险。因此，他在阻止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事情发生后两个月，提出了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的领导方式。他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
 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38卷88页）所谓道义影响，即非强行政控制。这显然是对国际工人协会传统的继承。当时马克思就认为国际领导机构的权威是纯粹道义上的。这样做既保持了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的监督职责，也给予报刊更多的活动自由。在以后的论述中，他多次使用了“道义影响”这个概念。

在这种领导形式下，党的领导机构要避免直接干涉党员的写作。1891年10月，爱·伯恩施坦修改他为《拉萨尔全集》写的引言，接到各位领导人的来信指示。为此恩格斯批评说：“你们不应当为拉萨尔的事再接连来信烦扰可怜的爱德。这使他非常着急；一方面，你们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那样做，因而使得他不知所措；这只能损害事业，而且终将弄得他自相矛盾起来。”（38卷167页）

德国党进入和平时期以后，恩格斯把党的报刊划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目的是为了使党内交换意见更自由一些。他反对把所有党领导的团体和党员个人办的报刊都变成党的正式机关报刊，而把这样的决定比喻为俾斯麦对铁路、邮电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此，他于1892年特别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创办一种在党的领导机构道义影响下的专门用于争论的刊物。他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
 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
 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38卷517～518页）

恩格斯赞成党的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工作独立，就此他与倍倍尔交换过意见。倍倍尔告诉恩格斯：“所有的报纸，包括由我们出钱办的报纸都是独立的。我们从未热中于干涉报纸的领导”，“除《前进报》外，我们没有对任何报纸实行过国家化；甚至连本来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汉堡回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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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和其他报纸一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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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曾把德国党的报纸工作经验告知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他说：“汉堡的编辑部完全是独立的，而且根本不知道柏林在搞些什么，反之亦然”（39卷166页）。

第三，党内思想斗争公开的原则。党的早期阶段，由于本身的弱小和外部敌人的强大，不公开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是一种通则，并且非常重视外部对党的具体评论。1859年，马克思在党形式上并不存在的时候说过：“在人数这样少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而应当希望党通过它的努力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利的。”（29卷616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初期，由于国际的力量相对弱小，因此马克思认为：“公开宣扬代表会议
(16)

 本身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十分‘不完整的’性质，对我们来说是弊多利少的，而且会给我们的敌人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武器。”（31卷495页）

随着国际的壮大，以后历次代表大会，马克思都主张公开报道，并以得到资产阶级世界的注意（不论是称赞还是批评）为自豪。1870年，马克思起草的一份揭露巴枯宁集团阴谋活动的文件发到各支部，当时没有想到公开这一斗争。恩格斯对马克思建议说：“日内瓦、布鲁塞尔等地的各中央支部看到了这些文件，但是不把它们公布出来，就不能深入人心。这些文件同样应当用德文在有关报刊上加以发表。总的说来，你们公布的远远不够
 。”（32卷442页）马克思同意恩格斯的意见，1872年他们公开了与巴枯宁集团的斗争，随后进一步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18卷372页）从此以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公开党内斗争作为党的精神交往的原则被固定了下来。

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强大的时候，公开党内斗争后敌人的反映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为此恩格斯多次批评过分看重敌人评价的陈旧观念，他说：“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的话。”（18卷590页）有一次，倍倍尔谈到他的经验说：“敌人赞扬你，这就不妙了；敌人咒骂你，一般说来你的路走对了。”
(17)

 恩格斯则说：“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
 我们？你看，你也完全是这样。”（38卷160页）

正是基于对公开党内斗争条件的认识，恩格斯支持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不惜公开党内的矛盾。当德国党内的“青年派”挑起争论时，倍倍尔认为这种争吵公开出去是家丑外扬。恩格斯则认为：“我不知道，你们今后是否能够做到对这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这样做
 比较好，尽管会带来某些危害和个人极大的烦恼。”（38卷183页）在他逝世前夕，还对一位德国党的同志说：“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39卷348页）显然，公开是恩格斯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和暴露出弱点，但正是由于它们是以新世界观为指导的党，因而才可能克服运动的宗派意识，以最广阔的胸怀看待这类问题。早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就宣布过：一般机关报“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无条件地相信这个党派的力量，时刻准备用实际力量来维护它的原则或者用原则的光辉来掩盖实际的软弱无力。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5卷25页）。恩格斯在1891年再次重申了这个原则，他说：“不能只承认运动中令人愉快的方面，有时也得容忍暂时的、使人苦恼的事实。”（38卷80页）

恩格斯关于党内精神交往的原则，都是为了扩大党内交往的自由度。但这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通过更自由的交往巩固党，使党适应新的斗争环境。如果留意的话，可以发现他的原则是以“党”作为最大限度的。如果离开了共同遵循的党的纲领和策略，那么自由本身对党内交往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恩格斯说：“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22卷480页）如果讨论的问题与党的理论基础完全背离，就不是自由讨论的问题了。恩格斯说：“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34卷406页）



————————————————————


(1)
 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5页。


(2)
 英国独立工党领袖。——引者注


(3)
 德国党内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引者注


(4)
 根据英文原文重新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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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六辑，229～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
 普鲁士内务大臣，非常法的执行者。——引者注


(13)
 国际组织章程第一条。——引者注


(14)
 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大的地方机关报。——引者注


(15)
 《恩格斯和倍倍尔通讯集》，734、7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
 指1865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引者注


(17)
 《恩格斯和倍倍尔通讯集》，509页。



第十六章　交往的三种社会形态

无论在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中，人始终是交往的主体。从这个角度，马克思提出了三种与人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关系密切的社会形态，使我们得以从这种宏观角度再次深入考察人类交往的过去与未来。关于这三种社会形态，他作了如下的阐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6卷上册104页）在这里，马克思为考察人类交往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研究的视角。他和恩格斯对每一种社会形态的交往特征和各种发展阶段都进行过论述。


 一、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

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跨度最长，包括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以前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原始社会、亚细亚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和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尽管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的交往活动千姿百态，但它们有共同的交往特征，即人们的交往始终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个人在交往中始终没有独立的个性，人依赖于人们结成的共同体，仅仅以共同体的一分子的身份和心态参与精神交往。这是人类精神交往必经的较低级的层次。

原始时代

在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中，最初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两性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原因时，指出的第一个原因即是“两性的关系”。马克思说：“只有男女这两极差异相结合，才会产生人。”（2版3卷111页）“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42卷119页）这是一种十分简单的交往中的依赖关系，但在原始时代曾是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世界各地的大量生殖崇拜的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

当人们形成氏族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交往（这时依然与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主要表现形式是自然宗教。两性的交往在自然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已经服从于与“神”的交往。这是由于人作为人产生意识的时候，与之交往的不仅有异性，而且还有令人不可理解的巨大的自然界。这时的情景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3卷35页）自然宗教的实质，是人通过祈祷、祭祀和舞蹈等仪式与幻想中的神进行交往。人在其中，自然依附于想象中的“神”，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在氏族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人民大会是交往的比较集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考察过古代日耳曼人、古希腊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人民大会。这种交往形式主要用于传达消息、议事、仲裁、娱乐等等。例如古日耳曼人，马克思说他们的公社即“存在于公社成员每次集会的形式中”（46卷上册480页）。

原始社会末期，口头文学使精神交往从与物质交往的交织中逐步分离出来。关于它们的作用，马克思引述了古代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话：“自古相传的歌谣是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转引自45卷566～567页）。恩格斯谈到爱尔兰的流浪弹唱诗人，认为他们口口相传的古代民歌，使人民始终鲜明地记得自己祖先的辉煌业绩。（参见16卷574页）

原始时期的精神交往，是最明显的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的表现，无论是人民大会还是口头文学，都反映了人们交往的狭窄和依赖关系。马克思在论述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时说：“在人类文化初期，……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23卷371页）“在这一早期的社会状态中，人的个性消失在氏族之中
 ”（45卷416页）。这种交往的狭窄可以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具体说明：“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21卷112～113页）在原始的交往中，个人没有独立地位，有生命的是氏族或部落整体。这是人类童年不得不采取的交往形态，无论交往中的人们如何平等、没有私有观念，都没有任何值得赞叹的地方。

古希腊—罗马时代

当欧洲从原始时代过渡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时候，精神生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仿佛交往已经从人的依赖关系中摆脱了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这个时期精神活动繁荣的几个基本原因。

首先，这时有了初步的商品经济。恩格斯说：“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21卷129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25卷371页）。由于“商业始终起联系作用”（46卷下册387页），因而古希腊的城邦本身，便是一座座商业城市，通过它们将希腊的各民族联系了起来。商业的发展无疑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的活跃。

其次，社会分工使精神活动得以独立。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分工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而恩格斯说：“奴隶制……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20卷196页）。

最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海上贸易和战争生活造就的自由精神，保障了精神活动的丰富多彩。当希腊人作为航海者和殖民者进入文明时代时，他们处于地中海东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业通道。马克思一向重视从“雅典氏族直到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期所具有的自由精神”（45卷498页），并认为：“海上势力的强大永远是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12卷103页）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希腊及其后来的罗马，形成了文化上海洋性的开放特征。

然而，所有这些精神活动和交往都不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是笼罩在国家或城邦崇拜的“宗教”中。马克思就此指出：“古代人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2版1卷213页）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本身，也反映了这种情形，因而马克思引证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23卷363页）。由于古希腊—罗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机器为维持整个商品经济的运转，所有公民必须作为城邦的市民而不是个人参与一切活动。显然，古希腊—罗马的社会交往基础虽然比氏族时期广阔得多，但依然是狭窄的，城邦主义或国家主义只是一种放大了的人的依赖形态的反映。公民的个性消失在城邦或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因而，一旦古代国家不复存在，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也随之几乎消失得干干净净。

另外，古希腊—罗马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商业资本而不是产业资本，它的运转不是靠商品经济本身来调节，而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来调节，精神活动的繁荣需要依靠一定比例的奴隶劳动保障。这种情形说明，那时的精神活动还相当狭窄和有限。一旦社会运转失调，一时的精神繁荣会与整个国家机器一起倾覆。古希腊就是由于这种情况而灭亡的。当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要求一部分公民必须从事手工业劳动，但意识形态的传统却不允许这样做，于是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况：“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21卷136页）古罗马的垮台竟也有同样的原因，恩格斯写道：“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21卷170页）。

中世纪

在古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中世纪社会，是由野蛮的日耳曼人建立的。这是一个处于原始时代末期的内陆民族，环境决定了它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的依赖关系，而不可能使社会形态从本质上发生变化。这种新的依赖关系的表现，便是封建制度，它的特点是直接的人身依附。马克思谈到这一点时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23卷94页）。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它在交往上的特点，恩格斯将它概括为五句话，即：“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20卷297页）。由于交往过于狭窄，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都处于闭塞的境地。对于前者，马克思曾经用“像闭塞的容克地主谈论他的庄园”（14卷632页）来专门形容人的思想的狭窄。至于农民，就显得更可怜，恩格斯谈到德国农民时说：“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7卷387页）马克思在说明法国农民的生活特点时也写道：“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8卷217页）

在中世纪，每个人几乎只在依附的关系内与人发生不经任何社会传播媒介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上层等级对下层等级的权利和下层等级对上层等级的义务。因而，这种联系便带有政治性质，这是中世纪交往关系的一大特征，即世俗交往的政治化。马克思就此指出：“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人都是政治的
 ；……每个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人是国家的现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
 人。”（2版3卷42～43页）在这种情况下，精神交往对权力组织来说便表现为一种特权，控制信息的传通，有意封锁信息成为权力组织生存的条件，权力组织本身也变成了官僚机构。对此，马克思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说：“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
 ，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政治内部靠等级制，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封闭的同业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信念，对官僚政治来说就等于泄露
 它的奥秘。因此，权威
 是它的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信念
 。”（2版3卷60页）

一般人的交往需要在外向道路被这样堵死后，不得不转向内在的交往，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交往形式。但是，这种交往带给人的并不是现实的希望，而是一种精神的窒息，宗教禁欲主义得到强化。恩格斯就这种情形写道：“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22卷526页）

在宗教领域，人的依赖关系以神的名义同样存在。就像原始时代的祭司、巫师掌握了知识权力一样，中世纪的僧侣掌握着民间以至王室贵族的心灵，于是产生了恩格斯说的如下情况：“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7卷400页）如果说中世纪的交往需要一种普遍的交往媒介，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化身神职人员，特别是那些直接与人们接触的神职人员。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46卷上册295页）

人民生活与政治合一、政治又与宗教合一，整个中世纪的精神交往极为贫乏、单调和没有人性。这是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中最没有生气的一个历史阶段。

亚细亚社会

亚细亚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欧洲以外的一种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主要指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域19世纪以前的情况。1853年，恩格斯首先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后来进行了一系列论证，他指出：“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48卷163～164页）恩格斯认为亚细亚社会“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28卷260页）的水平。

这种社会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皇帝是唯一的所有者和权力的唯一象征，不存在西欧那样的私有制。恩格斯曾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28卷260页）这就造成亚细亚社会精神交往的高度集权、全体官吏和人民依附于皇帝一人的特殊情形。马克思在谈到中国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这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9卷110页）。因而这种交往形态下的任何交往手段，都完全服务于至高无上的权力，用以维护这种精神联系，例如造纸术、印刷术、邮驿等等。由于“邸报”是皇帝的报纸，皇帝是不可能有错误的，所以马克思曾讽刺地写道：“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
 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2版1卷129页）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也表现在公共工程（包括交往工程）上。马克思说：“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
 ，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46卷上册474页）这是由于那里的“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9卷145页）。从皇帝的角度看待臣民，那么这种工程建设相当程度上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们是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46卷上册473页）。马克思在引证中指出，“中国的长城”即是一种恣意滥用人的劳动的工程。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力量与精神交往的合作，“具有许多眼睛、许多手臂等等的巨大的怪人代替了只具有一双眼睛等等的个人。……凡是由国家支配全国收入的地方，国家就具有推动广大群众的力量。”（47卷295页）在大规模的物质运动中，同时也需要大规模的精神活动，但它是枯燥的和循环往复的，永远处于低级阶段而不可能有所发展。

亚细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它将人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人们交往的范围极为狭小。马克思将印度和中国作为这种情况的典型，说明经济基础如何造成人对公社的极强的依附性质。他写道：“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土地的结合。”（46卷上册494～495页）。正是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造成了社会内部的坚固结构，使人的交往眼界永远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外部与之交往也非常困难。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后，曾指望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世界贸易市场，但他们忽略了中国经济的特征。马克思考察了这些情形后指出：“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12卷605页）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下的民族，更很少主动出击，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因为“征服［其他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46卷上册493页），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防御状态，中国的长城即是这样一种象征。在民族交往中，它不像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那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封闭本身是它存在的条件。

在如此停滞的社会中，人的价值是极为低下的，交往中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在那建造金字塔、长城的巨大人海中，个人被淹没在整体的海洋里。马克思引证说：这时人就像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珊瑚虫，在牺牲这些珊瑚虫的基础上，从海底升起了岛屿和陆地。他们在劳动中只需要最低级的交往方式：手臂、眼睛、耳朵的协调动作。（参见23卷370页）即使在稳定的常态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也足以造成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这种专制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9卷148页）。

一旦社会不稳定，这种苟安、猥琐的人又可能会走向另一极端，带来种种破坏性的交往结果。就此他接着说：“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9卷149页）。他所报道的太平天国攻占宁波的情形，很能说明这一点。在那里，士兵抢劫和强奸妇女实际上是被允许的。一个士兵谈到他喜欢自己的职业，因为“‘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15卷546页）。在一个意识形态趋于单一化的大一统的国度里，即使最下层的人，他在某些观念上与上层却是接近的，既不看重自己的人格，同样也不看重别人的人格。

打破亚细亚社会的封闭状态，是亚洲走向世界的唯一道路。但是这样一来，旧的社会只能以灭亡作为代价。以中国为例，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卷111～112页）恩格斯也预感到这一点，他说：“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12卷233页）他们虽然同情中国在受到外部列强掠夺时遭受的苦难，但他们从中国看到的是欧洲商品社会对亚细亚社会的挑战。他们站在世界交往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古老中国的垂死挣扎，并认为这才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二、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

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即指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它的最初起点是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世界贸易，但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形态则是在18—19世纪。在人的依赖形态中，人们的交往特点就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46卷上册110页）而物的依赖形态，使人们摆脱了各种人为的依附关系，开阔了视野，在商品（物）面前人人取得了平等和自由。因而“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46卷下册34页）在物的依赖形态中，人们第一次形成了普遍的交往，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但同时也为取得这种交往进步而付出了新的代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交往异化”。（42卷25页）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交往，始终处于这种矛盾运动中。

资本的文明作用

马克思所说的“物”，主要指资本，或它的具体形式货币、商品。当人们的交往依赖于物而不再是“人”时，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原动力，急遽向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这是一次交往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把它看作是“资本传播文明的作用”（47卷203页）的主要表现之一。他和恩格斯对这一巨大变化进行了许多理论论证。

资本在两方面创造了完整的体系，这两个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一切生活停滞的地区和人民，使僵死的机制活跃起来。一方面，资本创造了普遍的劳动体系；另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有用性体系。于是，一切劳动都为了创造价值；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人的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以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无一例外地被纳入社会生产或交换的范围，成为自为、合理地服务于社会的东西。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的这些性质后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6卷上册393页）。从他的这一结论性论述中可以看到，只是在物的依赖形态中，才第一次产生了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精神交往的可能性。

1848年秋天，恩格斯在流亡途中，曾实地观察过这一文明作用的过程。他与法国乡间的居民们广泛交谈，写下了这样的见闻和体会：“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由于有钱，她们才能够保持清洁和衣着称身。”（5卷570页）就资本与文明的这种关系而言，马克思同意“资本等于文明”（46卷下册139页）的说法。

在精神生产和交往方面，资本的文明作用表现在毫不留情地将商品经济的原则纳入其中，从而打破人的依赖形态时期精神生产和交往的特权体系。这时的情形就如恩格斯所说：“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20卷116页）。

自从精神生产和交往纳入普通商品的范围，精神产品和精神交往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消费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名人讲演、牧师布道、教师授课、演员表演、医生诊治等等精神交往的各种形式，都视为与面包、牛奶无异的商品消费行为。例如报刊工作，从作者到读者，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商品交换关系，恩格斯曾就为一家报纸撰稿向编辑提出要求：“我则将为我的劳动和开支保证有一个公正的报酬。您自然很了解，要撰写军事活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地图和书籍，这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都包括在生产费用里面。”（28卷609页）显然，他已经把为报纸撰稿看作一种计算生产费用的劳动。马克思也就这件事说：“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28卷316页）电讯传递本身产生的效用，也成为特殊的商品形式。马克思说：“这种效用的消费，它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的。”（24卷66页）与人的身体不能分离的传播活动，除了宣传性的外，通常也作为商品出现。这是一种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26卷Ⅰ册149页）

精神产品或活动的商品化，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向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把精神交往的特权变成人民的普遍权利，商品形式起了中介作用。这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前提是：商品是劳动的产品，交换者地位平等、等价交换。一旦信息的交换按这三点行事，以往精神交往的特权便无生根之地了。1847年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在笔记本里就写道：“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呵。”（6卷659～660页）

既然资本开拓了精神交往的广大领域，那么它必然要把这些领域也变成有用性的体系，于是形成了服务于精神交往的一系列的行业。报刊、通讯社、电报局本身成为独立的行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们统称为“交往产业”。“新莱茵报公司”（1848）和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的“工业报纸公司”（1865），便是马克思将自己的报纸纳入交往产业体系的努力结果。他对《泰晤士报》作为一家企业活动的评论，更可以看出当时的交往产业在社会精神交往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用大企业的方式组织消息报道”（39卷377页）。一些与精神交往有关的行业，马克思曾以很大的篇幅予以注意，例如造纸业、钢笔尖制造业、铸字业、印刷业等等。他甚至记载下了这些行业的整个技术过程、经常核算的细节。

普遍的精神交往需要参与交往的人具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资本客观上造成了文化的普及。马克思就资本带来的这种文明趋势论证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而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科学的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因而科学和教学方法越是面向实际
 ，就越是这样。”（48卷430～431页）

与此同时，生产所需要的科学被广泛应用，也造成精神交往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马克思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
 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47卷572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甚至国家也不得不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普及文化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英国公众为国家立法普及教育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美国在物质财富丰富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开始注意精神发展。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恩格斯在逝世前夕曾经谈到过，他写道：“在美国，现在才开始有时间除关心物质生产和致富之外，又关心自由的精神发展和为此必要的预备教育”（39卷366页）。正是由于文化的普及，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中，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曾把“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等等看作是工人“分享文明”和“参与精神享受”（46卷上册246页）的内容。有一次他谈到俄国士兵的读报行为时这样评价道：“俄国兵士能读报并且报纸的报告引起他们的‘非常激怒’，这已经是文明的标志。”（11卷371页）

资本造成的普遍的劳动体系形成一种无形的强制力，要求人们的生产远远超出自给自足的狭隘目的，去赢得维持生命和社会再生产以外的自由时间，从事精神活动和交往。这样资本就在总体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交往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勤劳”（47卷257页）。有了自由时间，也就意味着精神活动和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46卷上册381页）。

资本打破旧的精神樊篱，不断开辟着新的交往产业，普及了文化，产生了社会的自由时间，这就为人们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使之普遍而合理创造了条件，同时使人们有可能不受功利目的的局限而考虑精神的发展、享受和交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46卷下册221页）当然，这里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已经足以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更深刻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

交往异化

资本为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社会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交往异化。1843年莫·赫斯和恩格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由马克思做了全面的论证。这是从资本对社会交往进一步发展产生新的阻碍角度，考察物的依赖形态中人的交往关系。

恩格斯很早就发现，在普遍交往的新的条件下又存在着普遍的孤立。他当时指出：“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1卷612页）也就是说，竞争又使人们之间产生与交往相反的行为：新的隔绝。两年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对这个问题表述得更清晰了。他们说：“尽管竞争把各个个人汇集在一起，但它却使各个个人——不仅资产者，而特别是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他们都感觉到有一些人们处于“孤立状态而无法加以控制的那些关系”（3卷69页）。

这种奇怪的交往现象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造成的。分工使人们必须建立联系，于是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情况：“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46卷上册104页）但是，这种联系不是为了他方，而是为了自己并非完全自然的实际利益。这种利益使人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保守秘密，人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漠。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
 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3卷75页）。因而，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中，人虽然是独立的，但只是在“看起来似乎
 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46卷上册110页）。马克思说，这时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
 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
 ，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
 的奴隶。”（2卷145页）人们创造了普遍交往的物质条件，这种条件又使人们无法实现真正的交往。

然而，又恰恰是交往异化的矛盾，大大刺激商品经济社会的信息流通迅速膨胀起来。马克思相当完整地阐述了这一全过程，他写道：“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46卷上册107页）。

这种膨胀起来的交往力量是当时所有人都感觉到的，恩格斯指出，甚至连保守的德国贵族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个时代，主导地位完全属于社会舆论，关于这个时代，拿破仑……曾经说过，‘新闻事业是力量’。”（41卷55页）

当人们处处颂扬物的依赖形态中大规模群体化交往手段时，马克思则从中指出了它们身上表现出的另一种交往异化现象。1862年，他谈到英国报刊作用时写道：“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只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differentia specifica［特种差别］。那种大受赞扬的个人特性被排除于政治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外”（15卷490页）。当人们谈论着1980年出版的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时，曾为他对大规模群体化交往手段的批评所折服。他说：“大量的传播媒介本身，变成了一个强大响亮的发言人。同时，这些传播媒介拥有穿越区域，种族，部落，以及语言界限的能力，使在社会思想领域里流通的形象，完全一致化了。”
(1)

 在这里，两种不同风格的论述，内容十分相近，然而两者时间上却相差了120年！马克思在问题处于端倪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交往扩大中的交往“缩小”问题。

人们的交往受到物的控制，这是交往异化的基本原因。在这种无形的控制中，不管当事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只是处于形式自由而实际上并不自由的境地。马克思说：“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46卷下册161页）像马克思这样清醒的人，生活在其中也不能不产生智慧的痛苦。例如为了生活，他不得不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与他的生活目的本身十分矛盾，但又必须做，以致他发了不少这样的牢骚：“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8卷599～600页）。对于这种物的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哲学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觉：“冲突就在这里：对我的能力所要求的不是这个能力所能做的；例如，对我的写诗的能力所要求是：我能够把这些诗变成金钱。人们向我的能力要求的完全不是这个特殊能力的特有的产物，而是依赖于异己的、不在我的能力支配下的那些关系的产物。”（3卷477页）

交往异化的出发点是物的联系控制人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的联系，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变得没有多少意义，人在这种联系中只是形式上的主体。既然人不是联系的主体，那么控制的权力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对此马克思分析说：在人们的相互联系中，“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
 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46卷上册145页）

在强大的物的权力下，人变得孤立了。马克思将它与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相比较，指出：“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
 、部落体
 、群居动物
 ……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即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然而，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46卷上册497页）从这个角度看交往的异化，那就是它使人在交往中从另一方面丧失人性。人们不断地追求着信息，而本身则被这种无限的信息追求所制约，无法全面发展自身。马克思曾引证了法国历史学家勒蒙特的话，说明物的依赖形态如何压抑着人性的发挥。勒蒙特说：“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4卷171～172页）

至此，交往的异化便可以用马克思讲的以下三点来进行归纳：第一，“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46卷上册107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具体交往明确而清晰，而对交往的宏观把握却是茫然的。第二，“社会过程第一次表现为同个人相对立的社会联系。”（46卷下册422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联系凌驾于进行交往的个人之上，个人在总体的社会交往中变得无能为力了。第三，“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46卷上册109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处处体验到自身的需要和他人的影响限制着个人精神的全面发展。

交往异化当然是人们所不希望的，但它又是人类精神交往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正是异化和对异化的克服，推动着人们的交往不断扩大和多样化。1857年，马克思曾谈到信息的传通和普遍的统计对消除交往异化的作用，他说：人们力求了解外界情况而采取了种种手段，“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普遍的统计等等的可能性。）”（46卷上册107页）在马克思的预言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现代信息社会的某些特征吗？


 三、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

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已经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交往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对交往的限制，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就此他们写道：“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3卷79页）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把这种社会形态的交往特征概括为下面一段话：“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42卷373页）

正是资本的矛盾冲突，使马克思看到这些未来社会的特征。资本无限制地攫取剩余劳动，因而它的本性是极其狭隘的，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向一切领域扩张，全面展开它的能量，包括发展人的精神交往的能量。于是这就造成了人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马克思就此指出：“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
 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46卷下册36页）

当人有意识地摆脱物的依赖关系的限制而力求全面地发展自身时，便是在向未来的交往形态迈进。在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下，交往的条件如马克思所说，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46卷下册218页）。这时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表层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以作曲为例，马克思说，那时作曲仍然是严肃、紧张的劳动，但它是一种“个人的自我实现”，作曲者“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46卷下册113页）。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也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能动和受动。马克思说，交往的自觉的能动和受动，也是一种人的自我享受。（参见42卷124页）

交往的个人全面发展形态的物质提前，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新社会的每个个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具备驾驭自主活动的能力，不再在交往中受制于以往人的依赖关系或物的依赖关系。关于人的个人素质这个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3卷330页）。换句话说，新的交往形态还要伴随着人本身素质的发展，并不是发动一场革命，占有生产资料，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真正解放就会自然实现。人的自主活动需要与物质生活的发展同步，并且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中得到实际训练，才有可能具备克服交往异化的能力，争得自身全面发展的一席之地。在对精神交往的认识上，人的观念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不能再把它仅仅看作是单纯的肉体需要和一般的社会需要，而要把它视为人必需的自觉自主的活动、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的主要形式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时，将它归结为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相当程度上是指精神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因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在论证扬弃私有制时，马克思首先想到的是人的交往方面的解放。他说：“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
 。……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
 性质”（42卷124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的特征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

 当谈到人类发展的必然王国时，马克思认为这个必然王国的特点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25卷927页）。他们如此重视未来社会交往的特征，是由于这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所在。

不少人在引证马克思那段关于人类必然王国的精彩论述时，都忽略了引证最后一句独立的话：“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5卷927页）这里实际上讲到衡量财富的尺度问题。在物的依赖形态中，劳动时间是衡量财富的尺度，而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中，自由时间（闲暇时间）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社会的主要财富不是指物质财富（那时物质的丰富已不使它成为问题），而是指人的精神财富。马克思说：“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
 ，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46卷下册222页）。他很早就注意到德国政论家威·舒尔茨的一段话，把它写在了自己的笔记中：“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
 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
 。”（42卷57页）当马克思记下这段话时，他所考虑的自由时间，已经主要是与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相联系了。有了自由时间，人的劳动才不具有牲畜的性质，个性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发展。

自由时间的出现是大工业的产物，恩格斯就此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20卷198页）这是未来社会人类能够这样发展的物质条件。

那时的情形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47卷216页）由于衡量财富尺度的变化，人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才有了真正的保障，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将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一个细胞或附属于物的生产过程。就此马克思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46卷下册225～226页）。既然人真正成为精神交往的主体，物质不再成为人们日夜缠绕的主要问题，那么，在未来社会中，精神交往，特别是较高级的交往，将占据主要地位。而在以往社会里，精神交往基本上只是社会物质生产的附庸。

在交往的以往形态中，大多数人必须从事必要劳动才能维持社会的运转，以致较高级的精神交往活动只能由少数人来享受，并且必须有一个脱离劳动的特殊阶级从事管理事务。一旦进入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统治阶级就成为多余的东西，成为新的文明交际方式的障碍。恩格斯就此作出预言：“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18卷246页）这主要是从政治方面分析未来社会的交往方式，那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马克思写道：那时“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23卷96页）。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被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基本替代，因而是朦胧的；在物的依赖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表面上极为密切，实际上每个人都很孤立。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将消除人与人关系的朦胧与虚幻的阴影，因为这时已不存在统治阶级和阶级差别，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全面发挥，人与人的关系将建立在清晰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空想家，他们对未来社会交往特征的预见，是以分析19世纪的大工业发展趋势和各种社会矛盾为基础的。他们无意构造未来社会精神交往的细枝末节，但指出了其基本特征：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应具备的素质、自由时间的新尺度、统治阶级的消亡等等。当今世界精神交往的迅速发展，已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着他们预见中的科学成分。



————————————————————


(1)
 ［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2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2)
 采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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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论》

时统宇

走近一个人不容易。

特别是在世纪末的今天，一个楼里门对门住了好几年却不知对方姓什么，人们对此类事似乎已习以为常；共事数年，仍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此种现代社会的隔膜，甚至也有人认为是一种中庸的美感。读懂一个人之所以太难，那是因为首先就难以走近他。

为文像个秀才　为人却极为普通


不过，也有容易走近的人，陈力丹就是一个。许多老同志都记得，他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件事：当时组织大家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马克思生平事迹展览，一大帮人去了后，因为尚未正式开展，没有解说员。同样是头一次看到这个展览的陈力丹，凭着他对马克思生平的熟悉，遂一幅幅图片地讲开了，还指出了一幅图上出现的历史事实的差误。馆里的解说员发现后，拿着录音机，请他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人们知道他是个“马克思通”，但毕竟隔得远，对他的为人尚不熟悉。其实，他很容易走近。这绝不是因为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有砖头厚的专著和几百篇论文，而是因为他为文像个学者，为人却极为普通。

列举陈力丹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成果来说明他的成功，这并不难，把他套在一个思想的光环里让他闪出一些光亮，这也容易，但却很难走近他。就像他所钟情的马克思，若没有与燕妮动人的爱情，若没有大英图书馆里他所踩出的脚印，若没有他为人的一切，马克思大概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式的马克思。

那么，陈力丹有何为人的特征呢？

他在具体事情上只争朝夕，总是要尽量提早办完。但对适应环境和处理利益问题，他则显得“木”。“木”是北京人用来形容人的性格特征的一个形象化用语，与“木讷”、“木头人”相去不远，大抵说明此人不精明。初见陈力丹，他绝不是一副正襟危坐、故作深沉的学者状，某些例会上，经常看见的倒是他一副闭目养神状——他没时间休息，这倒是一个休息的机会。“木”人认真，“木”人较真，与他共同搞一个研究项目，或一本书，或一个业余闲差，你大可不必担心出现侵权的争议，他也绝不会凭借研究室主任、享有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的头衔占你任何便宜。大到署名，小到几块钱的稿费，他肯定不会让你吃亏。在这一点上，我本人就有切身体会。同时我还以为，一个学者的“木”，在相当程度上很容易让人认同。就像奥斯卡最佳影片《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形象，便让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满大街都是“潇洒走一回”的人群，满世界儿再也找不出一个傻瓜的今天，与阿甘相比，到底谁更傻，到底谁活得潇洒？

他“一根筋”。“一根筋”又是北京人用来涵盖某人行为方式的一个特定用词，与“认死理”、“撞了南墙不回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它更注重一个人的人格特征。生活中一个人若“一根筋”，可能会处处碰壁，而作为一个学者还必须得有点“一根筋”的精神。既然研究的是马克思，他就真正钻了进去，对与马克思有关的一切十分注意。从当研究生时起至今，他挑过不知多少次报刊上出现的引证马列方面的错误，写出的意见信大都石沉大海，但凭着学者的理论良心，他依然看到问题就提意见。某家大报的头版头条通讯中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话，当做马克思的话来引证，他致信该报总编室，希望纠正。有一个时期，几家较大的报纸发表的文章都引证过马克思关于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自由的论述。他多次指出引证有误，均没有回音。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材料说明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话恰恰是他所批判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
(1)

 上发表后受到重视，《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陈力丹的某些论点，在中国某些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经常惹事，几年前针对他的某个论点的文章就出现了好几十篇。得益于他的“一根筋”，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锲而不舍地完成了那部45万字的著作——《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



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研究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出或者说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与此有关的论著卷帙浩繁，我们暂且不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曾几何时，“我党的理论家”——康生、陈伯达之流以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自居，其所作所为却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与此对应的是，新时期中的一些“精英”也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什么光彩，某些自称“马克思主义专家”的人，至今不是还在国外仰人鼻息吗？陈力丹是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中的一个，从他当年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得到了一本《反杜林论》
(2)

 开始，他便与马恩结下了不解之缘。1978年以来，他以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为起点，十几年的呕心沥血，确实给自己带来了成名与成功，但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苦恼、挫折和压力。

陈力丹曾很庄严地说过：“科学研究不能有禁区，马恩的新闻思想研究也不应该有禁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设立禁区，这样的滑稽事情在历史上曾有过，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应该再出现了。”这里，从理论上讲，事情应该如此，但陈力丹却忽略了一个恰恰是马克思重申过的忠告：“……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请听陈力丹1993年12月27日在全所的述职报告：“今年我发表了77万字的成果，占全所发表量的三分之一。《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我只看过几集，其中有一个情节：王起明不惜花5万多美元，雇了一个高级乐队和指挥，配合自己作为首席大提琴手的演出。他对阿春说，我所以能够活下来奋斗，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提琴手，要实现作为提琴手的夙愿。这个情节使我默默地流泪了。我经历着与他异质同构的事情。如果说这些年在多重打击下我能够把马克思研究的课题坚持下来，那的确由于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精神支柱。历经10年，这个课题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身体垮了，钱也花了……”当时，我亲耳听了陈力丹的述说，并评议道：那语气，那声调，那表情，大有杨白劳控诉黄世仁的味道。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排除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地位的高低、名声的大小、范围的差异，陈力丹作为一个正经学者的人格因素是我特别关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有一些人尽管地位、权力、名声曾显赫一时，但他们的研究起点和终点，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而是作为鞭子、棍子、帽子来使用。当马克思主义被他们当作这样的工具来使用，马克思本人也被糟蹋了，这些“马克思主义专家”也就为后人所不齿。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这类人，人们在他们生前，在他们在位时，的确是极难走近他们的，因为他们永远是“革命”的，一贯是“正确”的，天生是“左派”。这类人构成了历史光辉中的一个历史暗角，也是另一种现代的人文景观。

陈力丹与这些人的最大不同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研究，尽管他的研究也许过于较真或有些偏颇，但他绝不会将其作为投机、迎合的筹码。1989年初，曾有人要他到中央某个高级秘书班子工作，他拒绝了，他要完成已经持续了数年的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某些研究结论所作的批判，不会构成对他人格的怀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正因为有了诸如陈力丹这样一批以命相许的跋涉者，他们步履艰难，汗流浃背，一路传播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福音，在真理的祭坛上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忠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这棵人类的智慧之树永远常青。

对他们，我们能不抱有深深的敬意吗？



他默默地跋涉在理论原野上


在这里，需要特别谈谈陈力丹的代表作《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再要挖掘出新的思想就更是不容易。然而，一位从事马恩著作编译和研究40多年的老专家撰文指出：陈力丹的这本书“从人类信息交流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研究，国内似属仅见；国外虽然不敢说没有，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人既不完全是天使，也不完全是野兽，他们的信息交流行为证明他们完全是人。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相对应的，还有人类的发展过程和人的个性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大量的问题涉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永远伴随着信息传播，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研究信息传播就要研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怎样影响他人，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导他人和接受教导，与他人娱乐，等等。陈力丹在书中分别阐发的马恩关于思维、语言、文字、宗教、文艺、舆论、宣传、新闻、报刊、法律等信息的传播形态或媒介的一系列观点，读起来有一种新鲜感，使人处处感到马恩深邃思想的魅力，意识到自己身边常见的各种信息传播现象的理论意义。十年磨一书，的确不易。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有系统地再现他们关于传播的各方面观点，再现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几乎没有参照系，因而一切得从阅读他们的著作开始。”这轻轻的一句话，陈力丹用了5年时间才实现，整理出10000条名目索引，做了3000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然后，又用几年时间写作，完成后又改写了其中的17万字。这一切，都发生在社会生活变化巨大的环境里，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再次经受严格检验的岁月里！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得知陈力丹当年开过车。当然他从未开过什么豪华车，而是在北大荒开过两年解放牌大卡车。于是我想，一介书生陈力丹要是失业了，说不定还可以重操旧业，凭此一技之长开它一辆北京的“面的”，提前步入小康。

调侃归调侃，但属于一代人的“中国知青梦”、“知青情结”，却影响着他们的一生。或许是由于我作为“批林批孔”年代的“后知青”对更早的陈力丹们“前知青”的心有灵犀，所以对知青时期的陈力丹、工农兵学员时期的陈力丹有更多的想要走近的愿望。10年前，我的一位同学曾写过10年来唯一一篇记述陈力丹“光辉业绩”的专访——《他默默地跋涉在理论原野上》，文中用编年体的形式记下了陈力丹的成长经历。40多岁的人不可能重复20岁的经历，但20岁的经历一定可以提示40多岁的人生。如果说，陈力丹在“16岁花季”时曾因借到了《列宁全集》而如获至宝，那么，当他把研究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作为毕生职业时，这已不是一种青年人的冲动，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从北大荒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走过来的那一代人，一般都以青春无悔作为对那段人生经历的一种概括。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中的确出了棋圣、明星、作家类的人物，通过传媒的炒作，竟使人产生了这样的错觉：有出息者，唯这拨儿人也。于是，当我们读罢《北京最后的粪桶》（《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开山之作）后竟大吃一惊，原来当年北大荒的知青中，今天还有干如今最没人愿干的工作的。这也许用得上那句老话：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想：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从人的意义上说，大家都需要理解和尊重，陈力丹岂能例外？

生活对陈力丹是公正的、仁慈的。几年前，就在有些刊物不肯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陈力丹碰到了如下好事：8年来，新闻所唯一的二套小三居住房分给了他；新闻研究所组团出访，他在其列；1993年，他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他成为新闻研究所在职人员中第一个正研究员。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在他的同事看来，事情本来就应当是这样，他应该得到这些。少有人对此怀有妒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古训，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陈力丹之所以是陈力丹，是因为他有一个洋溢着理解与宽容的软环境。再往深里说，陈力丹是这样的群体中的一员——具备勤奋、刻苦、好学、多思的个人品格。但是，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陈力丹已别无选择，命中注定，他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终生寻觅和挖掘。祝愿他有更多的收获，但愿他少些烦恼。

愿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此文发表于《新闻记者》1995年第10期）





————————————————————


(1)
 应为《人民日报》。


(2)
 应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的第三个版本

马少华


“交往”是比“传播”乃至“新闻传播”抽绎层级更高、涵盖面更广的概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概念。它离我们这个专业和职业较远，却离人的本质、人的普遍需求更近。陈力丹老师从“交往”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出发，在“精神交往”这样一个更高、更开阔的层面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使我们超越自己被专业、职业所限制的狭窄视野，认识到新闻传播事业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在社会进步之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新闻学者（或者一位传播学者）开阔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一点上，跟着马、恩，超越了他所在的专业。我由此意识到：无论是研究传播学还是新闻学，都应该站在这样的境界之上。

前天会后，陈力丹老师赠给我一本书，就是《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我有些吃惊：“几年前，您不是已经赠我一本了吗？”陈老师解释说：“这是新版。”这果然是它第三个版本。第一版我是十多年以前借到的，当时就已经买不到了。我和陈老师先后调入人大之后不久，这本书再次由开明出版社于2002年印行，我主动向陈老师索要了一本。而这第三个版本则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引文核对和文字的技术性订正之外，第十二章第八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对马克思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的思想进行了新的论证。从1993年到2008年，中国的社会和学术领域有太多太大的变化，这本国内学者的纯粹思想理论著作由不同出版社三次修订印刷，足以说明它的生命力了。

在我看来，这本《精神交往论》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一个典范之作。它是陈老师在10年之间在“通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找到的与他们的传播观有关的资料文献，做了大约10000条名目索引、3000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这是如古人一般下的苦功夫，顾炎武的《日知录》、钱钟书的《管锥编》，下的就是这样的功夫。下的虽是古人功夫，但《精神交往论》却有现代知识体系的宏阔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本身就是一个汪洋大海，马、恩二人并无传播学或新闻学专著，陈老师研究马、恩的传播观，就是要从马、恩汪洋大海般的各种体裁、各种对象的文章（包括书信）中，搜罗他们涉及人类传播的各种思想观念，然后用这些细砂般的精金重新构筑起马、恩在人类传播方面明晰的知识体系。这个工作的意义和难度可想而知。除了马恩原著之外，陈老师还以马、恩同时代人的思想著作以及后人的研究著作来复原马恩思想的历史环境，辨析马、恩传播思想引发的问题。比如，在《精神交往论》第十二章第八节，介绍的是马克思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的思想。陈老师在这里就把我们带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在那里是怎样使用“内在规律”这个概念的。跟着陈老师，我们在马克思的汪洋大海中畅游。全书涉及的文献著作有124种。所以我说，这本书把读书、文献的传统功夫用足了。全书都在文献之间出入往返。文献之外的统计、调查等现代研究方法，都不在其中。

此外，我感觉陈老师是特别关注原著的语言的，比如，本书的绪章就全书的核心概念“交往”（德文：der Verkehr；英文：intercourse commerce）、“传播”（德文：kommunikation；英文：communication）进行了繁复的辨析，以此建立全书的理论基础。他往往在马、恩使用的关键概念后面加上原文，如“内在规律”（innre Gesetz）。新版第十二章第八节之一所以作出修改，重新加入对于马克思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的思想的论证，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根据德文重新进行了翻译。

在新版《精神交往论》的第十二章第八节，陈老师写道：




“马克思有一段关于报刊内在规律的话很著名，写于1843年初，他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2版1卷397页）这段话在原1956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0页存在明显误译，原文是：‘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最后一句话的含义，由于俄文版对德文理解错了，造成中文版出现同样的错误。我查对过德文版和俄文版，根据德文版原文，对中译文产生过怀疑，由于没有把握，还是原文照引了，现在……”




——从这一段话看，陈老师自己是通德文、俄文的，并不仅仅依赖中文译本。

我曾经因为评论教材和《乌托邦笔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问题，向陈老师请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版本问题，这可能给陈老师造成了一个误解，所以，前天他赠我书的时候，便对来他工作室的另外一位老师说：“他在做研究。”其实我做什么研究啊！我离研究远着呢。我不能以研究来回报陈老师的赠书，谨以此文感谢陈老师赠书——他这几年赠我的书已达八部，是我从一个人那里得到的最多的赠书。在他的著作中，只有《陈力丹自选集》是我自己买的。




附：陈力丹老师留言：



解释：我基本不会外语

马老师说我会多种外语，过奖了。我中学学的是俄文，研究生学的是英文，工作时函授学了一年德文，现在我只会说中国话。但是因为对马恩的东西熟悉，于是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对，能够发现翻译的错误，有时给人造成我外语很好的假象，其实我外语很差，非常差。不过只要在专门化的问题上熟悉得过人，还是能发现外语很好的人翻译的差错。



陈力丹　9月7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此篇为作者搜狐博客文章，发表于200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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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者注）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上。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新中国与旧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再者，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界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但是，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了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　兵





2001年6月




写在前面

本项研究跨越了8个年头，起点在2010年年底，没有列入国家或地方的研究基金项目。那年中国人民大学拨给新闻学院一笔可观的985经费，计划持续3年，以支持学科的技术设备更新，但要求约四分之一的经费同时用于配套的业务研究。于是，学院向全体教师征集研究选题。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为被接受的十项子课题之一。这一子课题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逐一做小型考证研究，大约600个词目；另一项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文献逐一做较为深入的考证研究，当时列出了85篇文献。

对马新观经典文献的考证研究论文平均每篇一万多字，作者需要一定的研究积淀，因而组织这方面作者、修改论文都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加之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经费在持续了一年多后中止，这项深度研究的工作不得不于2014年中断。

我组织的第一篇考证论文，是在2011年第7期《国际新闻界》发表的，随后《国际新闻界》开辟考证研究的专栏，又接连发表了15篇。另外，《当代传播》2012年发表1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开辟考证研究专栏，共发表4篇论文。最后发表的一篇是在《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2期。至此，总共发表了21篇马新观的考证研究论文。

2016年3月我退休了。这年8月，这项工作获得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共建经费的支持，学院动员教师和研究生参与经典文献考证文章的认领与写作工作，建立了专门的“马新观考证研究小组”微信群，两年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完成了4篇考证论文。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路鹏程副教授主动与我联系，告知我他完成了一篇新的考证论文；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晶又写了一篇。

由于认领依从作者的兴趣和意愿，我无法按照经典文献的重要程度或代表性强行分配选题，因而造成某些方面的经典文献认领比较集中，某些方面则没有一篇代表作被认领。考虑到考证研究要尽可能涵盖代表作，我在工作很忙的情形下补充做了一篇。本文集共收入27篇考证研究论文，其中包括新写的7篇。现在本文集涉及的文献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2篇、马克思的9篇、恩格斯的8篇、列宁的5篇、倍倍尔的1篇，以及无法确定作者的历史文献2篇。

这本文集的作者共28位，分布于8所大学和1个研究院。这项工作锻炼了一批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年轻教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方面的研究能力。除了我（3篇，其中2篇分别与人大外国语学院冯雪珺、陕西师范大学张勇锋合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参加写作的老师有8位（另有5位学生参与其中）：陈绚（2篇）、刘宏宇（2篇）、王亦高、张辉锋（与逄丽、谢丽莎合作）、张金玺（与陈一点合作）、陈继静、杨保军（与陈硕合作）、杨钢元（与李一帆合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参加写作的老师和同学有5位：李志敏、周述波、李文静、谭璇璇和杨青。

其他单位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王晶（3篇）、华东师范大学路鹏程（2篇）、陕西师范大学张建中、清华大学吴璟薇、山东师范大学钱婕、中山大学卢家银、上海大学王雨琼。

我们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著都是中译文，这对于深刻而直观地理解他们的思想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因而，本文集中的多数文章，将原著文字和中译文进行了对比研究，厘清了一些由于翻译而造成的误读。

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掌握全面、扎实的学术资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闻传播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由于原定的85篇马新观经典文献的考证只完成了27篇，也就是说只完成了研究计划的近三分之一，所以，本文集还不能说全面展示了马新观经典文献的整体面貌。希望以后能有人继续我的事业，进一步组织批量作者逐一认真考证余下的文献，以便全面展示马新观经典文献的整体面貌。

这项工作得到了刘小燕、李志敏、夏琪等在编辑事务方面的配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副社长翟江虹给予了大力支持。

感谢所有为此书的出版费心尽力的老师、同学！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前期经费支持和暨南大学的后期经费支持！



陈力丹





2018年7月16日初稿

2019年7月18日定稿




第一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思想

按语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他谈到的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思想。

恩格斯早年作为报刊通讯员，就注意到交通工具的改进对信息传播克服空间距离的影响，他写道：“自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范畴从思维着的精神的直观形式中独立出来，人类便力图在物质上也把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版2卷253页）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里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资本的流通，就涉及快速传播信息的工具（当时指电报）的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的本质，即马克思概括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王晶对这部手稿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篇”进行的传播学考证，全面展现了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

恩格斯1840年为《知识界晨报》写的第一组新闻通讯的一篇，即《刊物》
[a]

 一文，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第一篇关于新闻传播的记叙，除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外，也展现了他对报刊流通对城市精神生活的影响的认识。张建中对此文的考证研究，把我们拉回到19世纪40年代国际港口城市多彩的信息传播情形中。

恩格斯1842年为《莱茵报》写的通讯《莱茵省的节日》，通过报道第24届莱茵省音乐节的准备活动，论证了音乐传播的特征，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现在的研究者忽略。王亦高对此文的考证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恩格斯对音乐传播的认识：“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很博大，这里只能展示几篇代表作。建议读者进一步研读他们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其中有更为丰富的关于世界交往的宏观传播思想。



注释


[a]
 指《不来梅通讯。刊物》。


折射德国1830年代报刊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恩格斯《刊物》一文考证


张建中




一、恩格斯写作《刊物》一文的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卷（本卷收入的所有著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3卷重新校订和翻译）共收录恩格斯1839—1840年所写8组题目为“不来梅通讯”的文章（共10篇），《刊物》一文是第一组文章的第二篇，这组文章的第一篇是《剧院。出版节》。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1840年7月30日和31日的《知识界晨报》第181号和第182号。恩格斯在这组通讯中结合不来梅特定的情况，从不同角度评述了虔诚主义的影响，并首次抨击了“贵族和金钱贵族”
 
[1]

 。《刊物》一文则是一篇展现170年前德国港口城市不来梅新闻业状况的珍贵资料，通过对该文的考证，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德国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大众化报刊的萌芽及图书报刊审查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不来梅是恩格斯青年时代生活的主要城市之一。不来梅对于恩格斯的影响就类似于波恩和柏林对马克思的影响，在这段时间恩格斯逐渐抛弃原来所信仰的宗教虔诚主义，变成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开明并且充满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不同，恩格斯成长的家庭信奉保守的虔诚主义。
 
[2]

 虔诚主义这一宗教流派产生于17世纪末，它要求其信徒们过一种十分虔诚的勤劳生活，随着时间推移，它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
 
[3]

 虔诚主义主张过节俭、严格和勤劳的生活，由于这种对节俭和勤劳的称赞，产生了一种敌视一切乐观生活观点的伪善的宗教信仰。
 
[4]



[image: picture]


不来梅市政厅广场（1837—1841）

恩格斯高中毕业后在他父亲的事务所工作，近一年后，于1838年7月动身前往不来梅学习经商。不来梅是德国北部城市，是当时德国最大的商港之一，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不来梅同时也是德国四大自由城市之一，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政治气氛开明，有较多的出版和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报刊和书籍得到广泛传播。
 
[5]



[image: picture]


1840年8月20日恩格斯的自画像

不来梅出版业也比较发达。印刷工人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古登堡节，为庆祝这个节日，印刷工人还自发成立了委员会，在《不来梅通讯。出版节》一文中恩格斯写道，在节日这一天“委员会偕同全体印刷工人组成了一支盛大的游行队伍，向教堂进发，从那里再向刚建成的古登堡号轮船前进……节日是在音乐声中，在灿烂的灯光中，在畅饮上索泰恩酒、圣茹利安酒和香槟酒中结束的”
 
[6]

 。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氛围中，恩格斯和虔诚主义信仰决裂，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刚到不来梅不久，恩格斯就与自由主义报刊建立了联系，他成了《德意志电讯》和《知识界晨报》的撰稿人。考虑到他信仰虔诚主义的家庭，恩格斯用笔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德意志电讯》是谷兹科创办的一家文学杂志，因为办得很有声誉，被认为是“战斗性的自由期刊”，而《知识界晨报》被认为是一份“反对一切极端倾向的非常温和的资产阶级报纸”。
 
[7]



1839年，恩格斯思想上发生较大变化，他受到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给这一运动的代表性刊物《德意志电讯》写了许多稿件，在这些文章中，他猛烈批判虔诚主义，表明他已经站在自由民主主义立场上了。
 
[8]

 在给《知识界晨报》和《总汇报》寄去的8组“不来梅通讯”中，恩格斯从多角度描述了不来梅城市生活的状况，其中《刊物》一文为了解德国那个时期的报刊媒体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报刊与读书会


在《刊物》一文开头，恩格斯就用简洁的语句描绘了不来梅各阶级的生活图景：“在其他方面，这里的生活是一种相当单调的、典型的小城市生活。夏天，上等人物，即贵族和金钱贵族的家庭，到自己的庄园去，中间等级的太太们即使在一年中这样美好的季节也不能离开她们那一群在茶会上打牌、聊天的朋友；商人们却天天参观博物馆、出入交易所或自己的商会，在那里谈论咖啡、烟草的价格，谈论与关税同盟谈判的情况。”
 
[9]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德国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由于大陆专制主义的维护而普遍保存得更长久。资产阶级主动疏远民众，站柜台和从事手工劳动都被认为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所要干的活……他们的标准是受教育程度；市民属于受过教育的阶级——如商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学者、教士、官员、医生、法官和教师等）。
 
[10]



不过，在1770年到1870年这一百年间，随着教育的普及，德国民众的读写能力有了突破性进展。市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在1770年，只有大约15%的人能看懂印刷文字； 1800年德国的识字率达到了25%； 1830年德国的识字率达到40%；而到1870年，德国的识字率已经达到75%。
 
[11]

 从提高整个国家民众的读写能力的速度来看，德国要比英国、法国以及南欧国家快。德国掌握读写能力的人在19世纪中期占到85%，与之相比，法国占61%（仅包括读的能力），英国占52%（读写能力都包括在内）。
 
[12]

 由于德国人的读写能力在19世纪取得巨大进步，因此下层社会经济群体中出现了“第二次读者革命”（second reader revolution），许多民众逐渐成为社会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的一部分。
 
[13]



德国民众读写能力的普遍提高是德国18世纪和19世纪教育革命的结果。在1816年，普鲁士8个省的入学率在42%到84%之间；到1846年，这8个省的入学率已经提高到73%~95%。
 
[14]

 学校教育大规模普及，这些拥有识字能力的年轻一代人给他们不识字的父母以及邻里乡亲大声朗读他们所了解的新知识。在19世纪早期，许多普通德国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报刊媒体来接触新思想，印刷媒体所传播的思想逐渐向不识字的人群渗透。

对图书报刊的需求刺激了读书会（reading society）在德国各地出现。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中写道：“人们参加读书会，部分是为了赶时髦，部分是为了有一本杂志在手能舒舒服服地度过炎热的中午。”
 
[15]

 德国早期的读书会和茶会、商会的性质相近。哈贝马斯指出，到了18世纪末期，受教育的公众扩展到了从事工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当时许多地方，零售商因店主的身份通常被摒弃于市民阶级俱乐部之外，于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协会；范围更大的是工商联合会，完全具有读书会的规模。这些读书会带有更多的商业色彩，而较少学术和政治色彩。

在1770—1820年间，有597个读书会在德国成立，读书会的成员加起来将近60 000名。当时德国任何一个城镇都有一个或两个读书会，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如不来梅，当时拥有的读书会将近36个。
 
[16]

 这些读书会的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他们为读书会成员提供小说、定期出版的文学杂志，以及一些非小说类的读物，如百科全书，甚至有当时德国一些科学家论述农业和工业的著作，也有一些读书会为会员提供免费的外国报纸阅读。

读书会按照“自愿交往”原则组织起来，所有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并且要遵守所有会员一律平等的原则。正如历史学家奥拓·丹恩（Otto Dann）所说，读书会体现了自由社会组织的运作精神，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早期公共领域的内核。自由组织的读书会孕育了德国公民社会自由交往的原则，同时也促进了讨论、辩论及选举这些公民必备素质的发展。读书会并不完全排斥下层阶级，在1820年一些读书会中已经出现工匠和手艺人，这说明一些收入较低的下层中产阶级也逐渐加入了公共参与空间。
 
[17]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一书中也详细论述过读书会的功能：“从18世纪70年代起，私人读书会和商业读书会在所有的城市，甚至在小城镇到处涌现。于是也就开始了关于这些机构的优缺点的普遍讨论。到18世纪末，德国有270多个这样的固定读书会。它们大多都有固定场所，使得读书会成员能够阅读报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使得成员能够就阅读内容展开讨论。最早的读书组织仅仅是为了组织订户，以降低订阅费用。读书会则不然，它们不再是出于这种经济动机。这些读书会按照自己的条例选举执行委员会，要经过多数表决同意才能接纳新成员，通常以议会方式处理有争执的问题。它们排斥妇女，禁制赌博，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私人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建立公共领域的需求：阅读和讨论期刊，交换个人意见，促成自90年代起人们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形成。”
 
[18]



德国读书会在19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公共图书馆。不管是读书会还是公共图书馆，甚至包括茶会、商会、工商联合会等公民组织，它们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组织，是德国中产阶级“社会化”的组织。在19世纪早期，德国的中产阶级加入成千上万个这类组织来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科学精神以及宗教关怀，同时也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救助穷人的慈善活动，或者建立医院、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机构。
 
[19]

 事实上，德国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由德国中产阶级通过这些组织自行管理的。这些中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出现，证明公民社会能够独立于政府之外组织其事务。


三、不来梅的大众化商业报刊


与英、美、法这几个国家相比，德国报业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在统一之前，德国人过着一种极端地方主义的生活，与这种地方主义相适应，每一个地区都有地方报纸，甚至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日报及期刊。
 
[20]

 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中所描绘的不来梅地方报刊大致属于这种情况，他写道：“这里有一种自成一体的读物；其中有些以小册子（其内容多数与神学争论有关），有些以期刊的形式大量销售。消息灵通、编辑得体的《不来梅报》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
 
[21]



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法国，那种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和大规模发行量，并过度依赖大量资本投资的大众化报刊还不可能出现。由于报刊业发展水平低，德国记者作为一个专业群体远未形成。当时的德国记者就像无所不知的人，一会儿是记者，一会儿又是“文学家，马上可能又是艺术家，教授或政治思想家”
 
[22]

 。恩格斯在《不来梅通讯。刊物》中对《爱国者》杂志的描述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家杂志《爱国者》，曾力求成为探讨本地问题的权威刊物，同时力求在美学方面发挥出较地方小报更大的作用。但是，这家杂志由于处于既像小说报又像地方报这种两可的状况而夭折了。”
 
[23]



在《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一文中，恩格斯对《不来梅商业年报》的评述也说明了不来梅地方报刊的这种多重特征：“我拿起放在桌上的报刊，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不来梅商业年报》。我拿来看了一下，读到下面一段话：‘对于咖啡豆的需求，在夏天和秋天都比较旺盛，临近冬天市场才开始出现比较萧条的情况。砂糖销路稳定，但这方面的真实思想只是在扩大供应以后才产生。’”恩格斯接着对报纸中的这段报道进行了评论：“当一个可怜的作家看到交易所经纪人的文体中夹杂有不仅来自现代美文学，而且还有来自哲学的表达方式时，他该说些什么啊！谁能料到，在商业报告中竟会出现情绪和思想呢！”
 
[24]



不来梅报刊业之所以比较发达，恩格斯在《不来梅通讯。教会论争》一文中对此做了解释：“不来梅正由于本身的地位和政治状况，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适宜于成为德国西北部的教育中心。只要能拉两三个有才能的文学家到这里来，就可能在这里办一份对北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杂志。不来梅的书商是十分精明的，我已经听到他们很多人讲，他们愿意拿出必要的基金并且同意在杂志出版的头几年承担可能的亏损。”
 
[25]

 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当时不来梅商业化市民报刊已经粗具规模，一些书商已经看到了报刊业这个领域潜在的巨大商业利润，因而愿意在这方面投资。

此外，外国报刊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不来梅，不来梅作为港口城市是外国报刊的集散地，恩格斯当时也充分利用这些报刊来扩大眼界。在《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一文中恩格斯提到的《远洋运输和贸易报》就是英国伦敦出版的一份商业报纸，他写道：“当不来梅港要塞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所熟悉的一位书商吟咏了席勒的诗句，那位海上保险公司经纪人在阅读《远洋运输和贸易报》，有一个商人在翻阅最近一期的《进口通报》。”
 
[26]

 在不来梅经商者众多，阅读各类商业报刊是不来梅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

不过，普通读者还是喜欢看一些刺激性的内容或本地新闻报道。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中提到的《不来梅杂谈报》正是这样一份报纸，他写道：“丑闻、演员之间的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充斥版面的地方小报倒可以自夸其经久不衰。”该报主要关注不来梅当地新闻，剧院座椅上的钉子、商会没人买的小册子、喝醉酒的雪茄烟工人、没打扫干净的排水沟，都是它报道的焦点。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家报纸还大胆地批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确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成为不来梅的上帝”
 
[27]

 。这已经显现出报刊对社会的监督作用。

从上文对引述的恩格斯所写多篇“不来梅通讯”的考证来看，在不来梅这个港口城市，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系列的商业化市民报刊，这些报刊侧重于不来梅商业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并逐渐成为不来梅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此时德国的大众化报刊仍处于萌芽阶段，报刊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德国真正的大众化报刊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而美英等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进入大众化报刊年代。导致德国报刊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是书报审查。


四、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书报审查


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充斥着书报审查，这是德国的一个显著特征。1819年3月，青年协会学生卡尔·萨德（Karl Sand）谋杀了保守派作家奥古斯特·科策布（August Kotzebue）； 7月1日，又发生了药剂师卡尔·龙宁（Karl Löning）企图刺杀拿骚公国首相卡尔·冯·埃贝尔（Karl von Ibell）的事件。当时正值欧洲各反动势力加紧复辟之际，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担心大学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播会引发革命，进而威胁王室的统治。这两起事件的出现恰好给了梅特涅借口，他马上召集德意志各邦国代表在卡尔斯巴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邦国。在梅特涅的劝说之下，联邦会议于1819年9月20日颁布《卡尔斯巴德决议》（Carlsbad Decrees）。该法令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各邦国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该法令颁布之后，德意志联邦境内的大学青年协会被取缔，自由报刊受到严格审查，各种学术自由也受到严重限制。该法令为德国以后20多年（一直到1848年）的公共政治生活定下了基调，这就是：监视，对民族政治的镇压，以及联邦委员会对“蛊惑人心宣传”的调查。也正是该法令的出台，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德国持续20年的“精神大斋期”
 
[28]

 。

当时，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德意志联邦中存在着大小不等的36个邦国，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海关、税制和货币，严重阻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伊始就采取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制定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力图扼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
 
[29]



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也有关于当时书报审查的记述：“不同于这些报刊的是一家宣传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杂志——《不莱梅教会信使》，它是由3个传教士编辑的，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鲁马赫尔偶尔也为该杂志撰稿。这家杂志办得十分活跃，以致检查机关不得不时常进行干预。”
 
[30]



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俄罗斯都实行报刊预先审查制度，不过审查制度在德国的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德意志联邦甚至要求检查官重新编辑记者的报道，他们为各种文本的审定设定了许多标准（“意义表达较好”“正常的”“可接受的”），不过每一个检查官的标准并不相同，所以德意志各邦国内的审查并不一致。尽管德意志联邦希望各邦国的书报审查制度能够一致，但是整个审查过程仍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德意志联邦东部的萨克森由于看到了出版业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对于一些违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1]

 即使是在同一邦国内，这种审查不一致也存在，在普鲁士境内，一部在柏林已经被禁止上演的戏剧有可能正在特里尔（马克思故乡）上演，或者在首都被禁的一些印刷品反而能在首都之外的城市堂而皇之地售卖。

出版审查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利用武断方式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不过德意志各联邦并没有成功地阻止反对派观点的传播，一些违法出版物很难禁绝，尤其是像汉堡、慕尼黑、斯图加特、莱比锡这些城市，随着图书市场的繁荣，在利润驱使下一些书商铤而走险。与德国邻近的国家，如瑞典、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的出版社也开始出版直接针对德国读者的出版物。恩格斯在不莱梅工作生活期间，之所以能够看到各种语言的报刊及其他出版物，这亦是其中一个原因。

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报纸印刷速度的提升，以及铁路运输的发展，德国书报检查官的权威逐渐衰落。当一份报纸被政府收回时，成千上万张这份报纸的复制品已经在读者的手上了。在1848年革命之后，出版审查法令逐渐失去意义。


五、结语


恩格斯的《刊物》一文为我们了解19世纪30年代德国报刊媒体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翔实的记载。通过考证来看，商业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茶会、商会、读书会等各类公民组织，新兴资产阶级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德国公共领域初步形成。

19世纪30年代，德国报业正处于进入大众化报刊的前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当时尚未完成工业化，以及无处不在的报刊审查制度。但审查制度并非天衣无缝，恩格斯当时生活的不来梅，各种外国报刊都可以看到。正是在不来梅生活的这段时间，恩格斯不断阅读报刊，并一直为报刊投稿，他才留意不来梅的报刊发展情况，写下了这篇文章。

通过对《刊物》一文的考证，我们看到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人包括自由撰稿的作家、诗人、记者和编辑等。这些知识分子为更低等级的阶层呼吁，在德国动荡不安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们和受过一些教育的更低阶层的人成了德国最具革命意愿的新生力量。
 
[32]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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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恩格斯的音乐传播思想——恩格斯《莱茵省的节日》一文的考证研究


王亦高




一、背景厘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2年5月6日撰写了一篇德文通讯《莱茵省的节日》，发表于同年5月14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第134号，未署名。当时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21岁，是该报通讯员。

该文刊载于原著文字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首字母缩略为MEGA）第一部分第3卷正文本352~354页，文章标题德文原文为Rheinische Feste。关于该文的背景资料刊载于MEGA第一部分第3卷资料本984~985页。

中国大陆的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均由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依照苏联俄文第二版译出，共50卷（53册）。《莱茵省的节日》一文刊于该版第41卷305~307页。中文第二版，其来源版本以德文原著为主，拟出版60卷，目前已出版约20卷。《莱茵省的节日》刊于第二版第2卷第437~439页。两个中文版本译文略有出入。本文中该文的引文均引自第二版，后文不再注明出处。

该文的写作背景，据MEGA记载，是因为第24届莱茵音乐节将于1842 年5月15—17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举办。恩格斯的文章写于这届音乐节举办之前，所以不能被看作报道性质的文章。

杜塞尔多夫位于德国西部，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城市，莱茵河沿岸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是德国著名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e）的出生地。每年一度的莱茵音乐节，为这个原本已经诗情满溢的城市再增绚烂之色。

然而，第24届莱茵音乐节的举办对于恩格斯写作该文而言只能算是外因，更为内在的写作动机是，恩格斯一向对音乐艺术心有戚戚焉。据MEGA考证，恩格斯在不来梅（Bremen）和柏林（Berlin）曾写过大量信件，表明他对音乐的兴趣，叙述他在德国生动的音乐生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838—1841年间恩格斯写给妹妹玛丽·恩格斯（Marie Engels）的多封信件。

在此叙述这些外围的事情，目的在于确认《莱茵省的节日》的著作权人。该文发表时未署名，那怎么知道这是恩格斯的作品呢？事实上，除了上述诸多信件之外，还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一篇是《来自埃尔伯费尔德》（Aus Elberfeld），另一篇是《风景》（Landschaften）。这两篇文章中均出现过类似《莱茵省的节日》文中观点的观点，这一事实作为旁证，可以证明《莱茵省的节日》确实出自恩格斯之手。

《莱茵省的节日》篇幅短小，中译文不到两千字。该文虽短，地位却独特，这是为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因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较为集中而深入地讨论了音乐的话题，顺带谈及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后世学者讨论艺术尤其是音乐话题时常常引用该文，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作为音乐传播研究中难得的早期文献来看待。

或许人们不应该对一个21岁年轻人的文章如此看重，但年轻的恩格斯在《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中对宗教、艺术，以及音乐传播等问题确实提出了不同凡响的个人见解，且表述得生动、清晰和鲜明。那时的恩格斯曾经连续撰写了多篇类似的文章，可见这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某一时间阶段中积极思考的结果。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莱茵省的节日》一文发表时，其题目之后注有罗马数字Ⅰ——这个标记在MEGA原文中极为显眼——这似乎表明，恩格斯对该文相关问题的论述才刚刚开始，今后很可能要继续论证下去。虽然这个愿望并未实现，但足以表明他当时是有不少想法的。

总之，恩格斯早年的文章不仅给后人提供了其早年生活经历和德国当时风土人情的宝贵记录，更让人注意到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观念和美学标准，对研究他思想发展的渊源大有裨益。


二、观点分析



（一）宗教活动与艺术节日


文章的开首，恩格斯写道：“一年中总有一些时候使漂泊异乡的莱茵人特别思念自己美丽的故乡。春天，在过圣灵降临节期间，在莱茵音乐节的日子里，这种思念就格外强烈。这完全是人之常情。”这段话里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并列的时间状语，一个是圣灵降临节，一个是莱茵音乐节，二者关系似乎极为密切。文章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说“莱茵音乐节是个美妙的节日”，然后描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如何被欢快的节日气氛和欢乐的情绪所感染，紧接着用一句话总结说“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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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当今莱茵河河畔杜塞尔多夫音乐节的游客

圣灵降临节是宗教的节日，而莱茵音乐节则是艺术的节日，显然，在该文看似不经意的开场话语中，恩格斯已经把艺术与宗教的微妙关系——二者之间的渊源、区别、纠葛、变迁，暗暗蕴含其中了。恩格斯为我们叙述并印证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诸多传统悠久的大规模民间艺术庆典，实际上大多是发源于古代宗教性社会交往活动的。该文中恩格斯津津乐道的莱茵音乐节或许正是源于该地区古代纪念圣灵降临的宗教节日——虽然恩格斯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

那么，为什么艺术活动与宗教活动如此切近呢？恩格斯没有正面论及这个问题。但他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然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因为构成生活享受最内在的核心正是艺术享受。”可见，四面八方的人们，不惜长途跋涉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赶来“享受艺术”。正是“艺术享受”这个核心目的，把宗教的节日和艺术的节日扭结在了一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的民间艺术庆典活动多发源于古代的宗教：因为正是在宗教活动中，人们才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而这些仪式，以其特有的情感方式，表达了人们心中的祈望。逐渐地，这些庆典活动就以某种艺术的形式——诸如唱诗、奏乐、舞蹈等——固定下来，代代相传，延续不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宗教意义认识上的变迁，节日中的宗教成分慢慢淡薄甚至疏离，而艺术享受的成分则渐次扩大和蔓延开来。节日庆典仪式和其中表演的音乐舞蹈成了最让人们赏心悦目的乐事，人们期盼节日的到来，是为了追逐能使他们快乐的艺术享受。“追逐欢乐”无疑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渴望，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渴望。看看年轻的恩格斯说得多么生动：“人人满怀着节日的心情，个个露出节日的笑颜。多么高兴呀！一切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诸脑后了。”“旧友重逢，新交相识，青年人的笑语喧哗连成一片，就连那些被爱女硬劝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老年人，尽管身患关节炎、痛风、感冒和疑心病，也被大家的欢乐情绪感染了，而且既然来了，就得尽情欢乐。”

总之，规模化的宗教仪式造成了人群的聚集，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性活动程式，其神圣的心灵感召也激发着人们情绪的冲动。人们从中感受快乐或者释放激情，人们为这快乐而来，为这激情而来，忘掉一切，投身于兴高采烈的亢奋之中。这就是宗教活动与艺术节日合二而一的原因所在。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仍然延续着，其中的道理自不待言，而恩格斯对这个道理的揭示无疑是生动、切实和发人深省的。


（二）音乐艺术与即时传播


在诸多艺术享受之中，又是哪一种艺术最受民众的青睐呢？恩格斯写道：“在一切艺术中，正是音乐最适于构成这种友好的省城集会的核心”。恩格斯无疑将音乐摆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上，而其核心的思想就是：“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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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恩格斯自画像（19世纪40年代）

恩格斯首先把音乐演奏和古代剧场表演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在古代，悲剧演出能够起到集会、协作、交流、传播的作用，因为“悲剧只要没有通过乐队席和合唱席的演员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出来，对于古代人来说就是僵死的和陌生的”。因此，每当重大节日到来的时候，舞台就活跃起来，为人们演出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悲剧或喜剧，而这一演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剧院也就自然成为人们聚集、交流的平台。可现在不同了，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剧院，每天晚上都有演出，而对古希腊人来说，只有逢到重大节日，舞台才活跃起来；现在，印刷术使每一个新剧目都传遍全德国，而在古代，手抄的悲剧剧本，只有不多的人才能读到。”戏剧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被削弱了。在古代难以欣赏到的悲剧表演，现在随时随地可得了。恩格斯于是下结论说：“戏剧再也不可能成为重大集会的核心了。应当起用另一种艺术，而这只能是音乐”。恩格斯明确地用音乐代替了古老戏剧的地位，他说：“（音乐）影响所及的范围相当于古希腊的戏剧。”音乐何以有如此魅力？回答是：“因为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作，甚而由此获得相当强的表现力；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这一段话是此处恩格斯最精辟的观点。

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很显然，绘画、建筑和雕塑等艺术可以将作品放置于任何位置，随时供任何人欣赏，传播者（一般为创作者）和接受者（观众）可以分离。而音乐演奏则全然不同。恩格斯所说的“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这句话，指出了音乐的传播过程有别于其他艺术传播过程的特殊性，那就是：在音乐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必须紧紧捆绑在一起，须臾不能分离！

音乐传播何以有这样的特性，恐怕听过音乐会的人都不难理解。在音乐会的场地上，作品的演奏与聆听必须处在“同一时空”之中，构成“面对面”亲切接触的紧密关系。“演奏者”与“欣赏者”虽然占据着各自的位置，并不混同，但二者却又必须互相接近，不可或缺，成为一个传-受统一体。在恩格斯看来，享受（即音乐信息的接受者）与演奏（即音乐信息的传播者）必须处于同一时间点上，处于同一空间之中，因而，二者就因音乐的发生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经历共同的过程，享受共同的欢乐。回想我们生活中聆听音乐演奏的经历，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来回溜达，在自己喜爱的作品之前驻足观望（这是因为美术作品的创作与欣赏通常不在同一时间点上，亦不必在同一空间中），但是我们却无法在音乐会上自由随意地来回反复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无法要求乐队将自己喜爱的音乐片段随时重奏出来。音乐的传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面对面”的“同一时空”性质。

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概括为：音乐传播是一种“即时”的传播，这是“面对面”和“时空同一”的必然结果——传播活动必须依存于“活”的、“即时”的信息生产过程中方能存在，只有真正同时同地都在那里的人才能听见并对信息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演奏者与倾听者必须同时在场。这一看似天经地义的细节其实是音乐传播中最不可被忽视的本质所在。而音乐传播的“即时”决定了音乐在艺术传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正是这一特性使它有能力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人们拥有了共同的生命节奏、共同的欢乐和悲哀。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音乐传播的“即时”特点使其具有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的衍生特点——“易失”与“易逝”。“易失”是说音乐作品在保存过程中很容易“失去”；“易逝”是说音乐作品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流逝”。《莱茵省的节日》一文结尾写道：“三天的节日活动就像几个小时一样在畅饮、歌唱、嬉笑中飞逝了。到第四天早晨，当大家已经尽兴待归的时候，他们又欣然期待着来年，相约再见”。是啊，音乐节中的音乐带给人们巨大的欢乐，但那欢乐又在音乐的演奏中迅速流逝，最终失去，只留下对欢乐的珍贵记忆和对来年再次欢乐的热忱企盼。

演奏者与倾听者同时在场，始终是恩格斯坚持的观点。根据这个前提，恩格斯进行了重要的推论，提出了“音乐只有乐谱而不演奏出来让人听到，就不能使我们得到享受”这一观点。简单地说，恩格斯在这里点明了：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必须聆听，即使现代乐谱的传播已经十分方便和普及，能够识谱的受众也日渐增多，仅靠阅读乐谱来欣赏音乐也是不行的。

之所以反复强调音乐必须聆听，恩格斯的用意想必是希望强调他对人世间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音乐的传播而达致的生动交流与亲密沟通的欢乐境界。就此，恩格斯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但是，音乐在这里不是主要的。那什么是主要的呢？音乐节才是主要的。圆心没有圆周就不成其为圆，同样，没有愉快友好的生活，音乐也就不成其为音乐了，因为愉快友好的生活构成音乐这一中心的圆周。”为此，恩格斯还特意指出：“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作”。在视觉艺术面前，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静默地注视着某件艺术作品。但在听觉艺术面前，每个人都处于参与交流的状态之中，处于情感勃发的兴奋状态，这正是在恩格斯看来音乐永远和“集会”“协作”密不可分的道理。

回到音乐的本质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认为，音乐的生产和表达就是为了传播与交流，而其传播交流的目的，是营造一个欢乐的世界，让人人都有一颗欢乐的心。人们对待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等，或许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对待音乐却是作为一个参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妨说，以恩格斯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文化，说到底，竟然与音乐有如此深刻的联系。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音乐的，在需要传播与交流的场合更是如此。有了音乐，也就有了享受和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也就有了演奏者与倾听者之间，甚至演奏者与演奏者和倾听者与倾听者之间最真挚而亲切的沟通与交流。这或许正是恩格斯眼中的景象，毋宁说也是他心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活跃、随意的生活；有清新的享受，在别处这是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里到处都可以遇到欢乐的、善良的面孔，他们对前来共享欢乐的人都是友爱和诚挚的。”


（三）音乐传播的意义问题


在《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中，恩格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对德国人的称赞。他说：“的确，德国人能赞美和扶植音乐，他们在各民族中是音乐之王，因为只有德国人才能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内心的秘密从其隐匿的深处揭示出来，并且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同样，也只有德国人才能极其充分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彻底地理解乐器和歌曲的语言。”这是恩格斯的自豪之语，因为恩格斯自己是德国人。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认真地讨论这段话中对德国人音乐天赋的赞美究竟对不对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只是一个感情问题。但是，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深奥的命题——音乐到底传达了什么，即音乐所传播的意义。显然，恩格斯认为，音乐传达了情感。只不过，这情感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说是某种最崇高、最神圣、最内心的东西。

事实上，在音乐传播的学术研究中，最使人感到困惑也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音乐传播的意义问题。诚然，年轻的恩格斯以其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理解力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本身就不能不让人钦佩。但就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而言，笔者却希望指出：不能将音乐传播过程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情感传达过程，音乐的传播过程也绝不能不加解释地用“音乐表现情感”这样简单而宽泛的结论来解释。外国学者斯多尔（Storr）如是说：“音乐不是这样的一种传播：作曲者将自身感受直接传播给听众；音乐更应是这样的一种传播：作曲者将自身感受意义化、形式化，将自身感受从处于自然状态的情感之态化为艺术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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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再行斟酌。

无论怎样，恩格斯的思想认识还是十分明确的，他希望并认为能够在音乐之中寻觅一方精神交往的奥妙天地。他的由衷愿望，其实也正是如此：“音乐最适于构成这种友好的省城集会的核心，使得附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生活的勇气，重温青春的欢乐。”


三、典故溯源



（一）雅典娜节与酒神节


恩格斯说过：“如果说在古代吸引群众的是雅典娜节和酒神节上的喜剧表演、悲剧诗人的比赛，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气候条件和社会情况下，与此相应的就只有音乐了。”恩格斯用到了两个有趣的典故——雅典娜节和酒神节。这二者其实都是古希腊时期为了祭祀神祇而举行的宗教性庆祝活动。雅典娜被尊奉为智慧女神兼战争女神。古希腊城邦中的翘楚雅典城，就是以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酒神则是指狄俄尼索斯（Dionysus），通常被认为是艺术之神，尤其被认为是音乐和舞蹈之神。

考证历史，雅典娜节和酒神节都是古希腊时期的重要节日，很多学术著作中都保存有对于这些节日的有趣记录。譬如，荷兰学者赫伊津哈（Huizin-ga）提到过这样的例子：“男子选美比赛是雅典娜节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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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学者基托（Kitto）则说过：“某些国家节日，其中之一便是狄俄尼索斯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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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酒神节的德文是“Bakchosfesten”，该词词根是Bacchus，即酒神巴克斯。而酒神巴克斯其实是古罗马神话里的用语，这个神的原型乃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狄俄尼索斯和巴克斯其实是同一个神，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雅典娜节和酒神节，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人们以某种宗教性质的节庆仪式为依托，意欲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使人们摆脱日常生活的一般逻辑，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让精神升华到更加超脱的另一个世界中去，这就是恩格斯在《莱茵省的节日》中所描述的“一切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诸脑后”的那种状态，是完全摆脱了“在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操劳而精神不济”的那种状态。酒神节中的“酒”正是这一境界状态的隐喻，酒神即是这一精神的人格化。在节日中，人们对酒神的狂热崇奉、纵情的舞蹈、激动的音乐和极度的醉酒，都是这一状态的外在表现。其实，恩格斯在文章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屡次提到“酒”，他讲“边说笑，边喝酒”，又讲“晚上照旧端着酒杯”，甚至讲“莱茵人……的血液在血管里像新鲜的莱茵葡萄酒一样轻快地流动”。恩格斯的意思其实是很明白的：无论是艺术还是宗教，它们的特性之一就是把人们从琐碎庸俗的日常生活的牵累之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超越。就这种超越而言，宗教与艺术是共通的。请看恩格斯怎样描述莱茵人闲暇时的状态：“他们坐在葡萄树下，边说笑，边喝酒，自己的烦恼早已置诸脑后，而别人还在从长计议要不要也这样干，蹉跎了大好时光。毫无疑问，没有一个莱茵人会错过享受生活的机会，否则就会被当作大傻瓜。”

其实，在恩格斯的眼中，日常工作与节日庆祝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节日是日常工作的停顿。由于艺术活动是非功利的，所以人们参加艺术活动时，不含有世俗功利的目的，脱开了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般秩序，而进入了属于自身的自由闲暇的时间与空间里。此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与辛辛苦苦卖力工作时的状态完全不同，也与贫穷困苦的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同。恩格斯始终认为，艺术享受不带有人为规定的世俗目的，对艺术的享受是人所独具的一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或精神消闲，而对这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艺术享受——的由衷向往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最高目的。

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恩格斯此处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紧密的，因为二者都是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因而是日常生活的停顿；就节日庆祝活动而言，其宗教性质总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式微，逐渐变成完全以艺术活动为主的社会化的一般交往形式。雅典娜节与酒神节或许已不复现，唯有音乐艺术长存，唯有欢乐的群众性节日活动长存。


（二）莱茵音乐节


根据MEGA的考证，1815年法国拿破仑的外族统治结束后，由莱茵河地区的小资产阶级倡议，在当地的艺术爱好者的领导下，很多城市都纷纷成立了音乐和演奏协会。1818年，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第一届莱茵音乐节，直到19世纪中叶，杜塞尔多夫都一直是普鲁士莱茵省的音乐中心区。说来更巧的是，音乐节的组织者虽然有多位，但其中之一是奥古斯特·恩格斯（Au-gust Engels），此人正是恩格斯的叔叔。

至于音乐节本身，最初只有杜塞尔多夫和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加入，但至1821年，科隆（Köln）也加入了，至1825年，亚琛（Aachen）也加入了。1827年，埃尔伯费尔德由于缺少合适的音乐厅又退出了。

按照惯例，音乐节应该每年举办两天，但自1833年开始有了新变化。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从1833年开始多次主持音乐节，在他的主持下，节目和艺术形态都达到了较高水准，并有诸多创新。创新之一就是在两天的节日之后，又搞了第三天的表演，是各种节目特别是独奏表演的大杂烩——而在头两天里，按规定，一般是清唱剧（神剧）和大型器乐作品的演出。1842年5月15日—1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音乐节，也是由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主持的。


四、翻译考证


最后，笔者想提出几个翻译方面的问题，或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亦有抛砖引玉之意。

其一，根据MEGA的考证，《莱茵省的节日》的实际所指应该是Nieder-rheinische Musikfest，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下莱茵河音乐节”。当然，恩格斯的原文标题“Rheinische Feste”被翻译为“莱茵省的节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误。不过，莱茵省毕竟是很大的一片区域，所以音乐节不大可能是整个莱茵省的，而只是西部杜塞尔多夫一带的。因此，如果严格地讲，“莱茵省的节日”这个叫法终归还是有些问题的。基于此，笔者建议，在具体的行文之中，“莱茵省的节日”的实际意思——恰如MEGA所指出的那样——应为Niederrheinische Musikfest，所以应直接翻译为“下莱茵河音乐节”，这样恐怕才更为精准与妥当，并能更为正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

其二，“乡愁”与“思念”。中文第一版翻译为“乡愁”，中文第二版翻译为“思念”。试看第二版译文：“春天，在过圣灵降临节期间，在莱茵音乐节的日子里，这种思念就格外强烈。”对此这个翻译，笔者反倒觉得第一版的翻译更有韵致些。

其三，“忧郁症”与“疑心病”。中文第一版翻译为“忧郁症”，中文第二版翻译为“疑心病”。MEGA原文写作Hypochondrie，英文版为hypochon-dria，这个词其实是个医学术语，是“疑病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总怀疑自己得了病，其实不见得真有病。因而，无论翻译成“忧郁症”还是翻译成“疑心病”，都不如直接翻译为医学术语“疑病症”为好，即“自疑患病”本身成了一种病。

其四，“报刊”与“印刷术”。中文第一版翻译为“报刊”，中文第二版翻译为“印刷术”。这个词在MEGA原文中是Druck，在英文版里直接写作printing，看起来，这个词翻译为“印刷术”的确更好些。

其五，“一致”与“协调”。中文第一版翻译为“一致”，中文第二版翻译为“协调”。试看第二版译文：“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这个词在英文版里写作coincide with（英文完整句子写作it is the on-ly art where enjoyment coincides with live performance）。这个词本身应该是“一致”“相符”“重合”的意思，翻译为“协调”则稍稍有些转义。笔者认为，第一版翻译的“一致”比第二版的“协调”其实更准确。

其六，“丰富多彩无拘无束”与“活跃随意”。中文第一版的句子翻译为：“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丰富多彩、无拘无束的生活。”中文第二版则翻译为：“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活跃、随意的生活。”第二版明显感觉比第一版简洁。MEGA原文是：Das ist eine Fröhlichkeit，ein bewegtes，zwangloses Leben.英文翻译为：There is a gaiety，a freedom and movement of life.依笔者的意见，两种中文翻译其实都对。但“随意”一词似乎褒义不足，反失其美。

其七，笔者曾引用过一段话，即：“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然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因为构成生活享受最内在的核心正是艺术享受。”这句话的英文版本是这么写的：Everybody is preparing for the Whitsun holiday，and a festi-val that derives from the general eman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cannot be more worthily celebrated than by surrendering to the divine spirit of bliss and en-joyment of life，the innermost kernel of which is enjoyment of art.如果考虑英文版的写法，中文的译文似乎值得商榷。循现在的中文译文来看，突出的大意是讲艺术享受比宗教节日更重要，但英文译文的意思却似乎并非如此，而是说，宗教节日肯定是重要的，而庆祝节日的最有意义的方式则是将自己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这句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因为再也没有比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圣灵降临节之到来更有意义的庆祝方式了。请注意，该段文字讨论的应该是庆祝方式的问题，并没有将宗教节日与艺术享受二者拿来做直接的比较。但通观中文第一、第二版，译文都如引文所引。因此，就译文而言，这里应该是一个重大“悬案”。

行文至此，我们要与《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依依作别了。然而，在这里，笔者还想指出，对于该文中的观点，也要与时俱进地加以理解。譬如，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更多的听众似乎更喜欢“独享”音乐，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聆听。而这种情况，与一百多年前的社会情况——恩格斯为之心弦颤动的那种情况——显然已经大不相同了。在恩格斯的描述中，音乐是和“集会”“协作”密不可分的；而如今依靠新的技术手段，受众实现了个性化的、随时随地的“独自聆听”。如此巨大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解释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内容范畴，但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音乐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同其他任何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有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音乐传播毫不例外地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固执己见，更不能主观臆断，我们所应该做的只是如实地发现它们，描述它们，研究和思考它们——正如青年恩格斯在《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与态度一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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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时间、空间与信息传递的辩证关系——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资本的流通过程篇）的传播学考证


王　晶



作为撰写《资本论》的前奏，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简称《手稿》）主要论述的是有关商品、货币与资本的经济学原理，但是在论述过程中，他做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个关于19世纪传播与物流关系的论断，并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手稿》进行考证，并梳理出两方面的观点：缩短时间是改进信息传递技术的重要动因、时间和空间是信息传递的两个要素。


一、《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一文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的《手稿》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包含在马克思用罗马数注明FGK的七大本手稿中。在最后一本即第七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续）》[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o
 f
 （Fortsetzun
 ）]。“续”这个词表示第七本是前六本的继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可以认为是全部手稿的主要标题。

《手稿》主要阐述的是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流通原理，正文共包括三章。该文原文是德文，第一次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发表于1941年。马克思在1858年11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手稿》时，把它叫作“草稿”。《手稿》确实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这个《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
 
[1]

 。

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了有关时间、空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其中，“用时间消灭空间”是核心，这是马克思关于19世纪传播与物流关系的论断，在《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写作中有较全面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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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一页

[image: picture]


马克思（1867）


二、《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主要传播学观点



（一）缩短时间是改进信息传递技术的重要动因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应把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看作辩证的统一。资本发挥职能的形式表现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它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价值和剩余价值，然后在流通过程中使这些价值得到实现，再以更大的价值重新回到生产过程，如此周转不已。所以资本的整个运动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
 
[2]

 。马克思认为，在交通工具发展有限的情况下，资本家会努力采取一些方式减少商品（信息）在运输（传递）过程中的滞留时间，例如，他们会不断地寻找新的商品销售市场，通过扩大的商品需求来增加运输的频率，从而减少同样总量的商品到达市场的时间；他们也可能通过长期的经济合作来建立一些新的信用形式，如虚拟资本的支付方式，从而大大缩短资本流通的过程。
 
[3]



为了尽可能减少商品（信息）流通（传递）过程中的价值损失，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减少流通时间，缩短距离，试图解决不断扩大的空间和尽可能少的时间之间的矛盾。他们采用的缩短时间的主要方法，除了集中生产，就是改进交通。所谓集中生产，就是根据需要，把不同的产品加工部门整合到同一个地点，形成一个集中化的生产平台。关于交通的改进，马克思提出了三种解释。“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商品迅速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换句话说，缩短了间歇期间，减少了商品在一个生产阶段和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的中间阶段的停留时间，或者说，缩短了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转移。”
 
[4]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使，资本家非常注重通过发展交通工具来减少商品运输中的时间和费用。因为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防止商品积压，资本家需要不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通过不断增多的消费需求来解决这些数量庞大的商品，于是，商品市场的发展规模打破了以往的地理边界，越来越远离最初的生产地点。如果此时的交通工具有足够迅捷的运输速度，即使市场半径在不断加长，也可以借助先进的交通手段来缩短物品运输过程中消耗的时间，减少运输的费用。所以，资本增值的本性，是资本家不断改进交通运输条件的根本动力。
 
[5]



交通工具的改善、运输业的发达，不仅拓展了市场空间，缩短了流通时间，而且使远方市场取代当地市场成为可能。因为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不仅是交通技术大大发展，生产技术也是同时提高的，它使相同时间内的产品数量越来越多。增多的产品总要有更多的销售市场，如果恰恰此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为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可能，那么刚刚缩短的流通时间就会因市场的再扩大而重新延长。
 
[6]

 商品市场的发展规模越大，需要本身发展的生产能力也就越高，能够到达远方的商品也就越多。同时，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运输频率的增加，单个商品的流通成本得以降低。这样，同一市场上就可能充斥着不同的商品种类，而“享受的多样性，即商品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会随着这种商品能够交换别的国家、别的气候条件等等产品的其他使用价值的程度，而不断增加起来”
 
[7]

 。但是，“远方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
 
[8]

 也会带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远方的市场使商品的运输过程变长，需要耗费在这个过程中的人力劳动等就会增加，从而运输的费用也随之上升。为了克服这个新增加的成本问题，又将面临新一轮的交通工具的改进。

可见，交通工具也不是万能的，它在解决时空矛盾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矛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有着专门的论述：交通工具的改进大大缩短了商品滞留在运输过程中的时间，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使商品到达更远的市场，然后，市场的半径继续扩大，促进交通工具继续更新，如此循环，永无止境。
 
[9]

 于是，市场空间的扩大与运输时间的缩小之间产生了矛盾，市场距离本来是可以通过交通技术的改善大大缩小的，但是运输时间的缩短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空间的扩大。

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表明了流通时间的特性：商品流通时间越长，对商品的价值损害就越大；反之，流通时间越短，对商品价值的损害就越小。流通时间对商品价值的这种负面影响，在报刊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新闻事件报道速度越快，新闻价值就越大；新闻事件报道速度越慢，新闻价值就越小。这是目前的信息科技状态下大家耳熟能详的新闻传播规律。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报刊活动方兴未艾，其传播时效和技术条件远不能与当今相比。但是，他们对于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却是极为深刻而有预见的。在他们看来，一般情况下，新闻信息都要抢时间，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发表。这里的时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比如说，没有确定必须是几秒、几分、几小时之内予以发表。他们表达的意思是，在获悉信息之后，能在当时传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毫无延误地将信息传递出去，就是实现了最短时间、最快速度的传播。这样做的原因，应该与新闻的短暂生命有关。


（二）时间和空间是信息传递的两个要素


商品（包括信息）生存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在空间上并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许多买和卖中，货币在同一时间内实现着一定量的价格，并且同商品只交换一次位置。”
 
[10]

 就商品（包括信息）在空间中的表现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生产空间和市场空间之外，还在流通过程中体现为流通的空间。“空间上的流通，就是指商品运输，不管是指生产出来的商品运往市场出售，还是指它在产地被购买，然后进入再生产过程。”
 
[11]



关于流通空间，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它并不是资本周转的必要环节，而是产品转化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从生产到出售都要经过产品流通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产品转化成商品的过程。“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
 
[12]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存在，就是生产场所和市场本身可以设在一地，这样，在流通过程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产品可能很快被销售一空。

流通空间的大小与生产费用、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流通空间越大，产品转变成商品的时间就越长，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就越高；反之，流通空间越小，产品转变成商品的时间就越短，需要支付的运输费用就会越低。如果流通空间很大，又要实现最少的运输成本，就需要衡量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交通工具的条件。马克思就此在《手稿》中写道：“无论如何，这一要素在这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决定的。”
 
[13]



以上所说的空间流通的过程，同样也是时间流逝的过程。因为商品（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依次通过各个不同阶段的，比如，它是经过不同的人进行周转，这样，“像任何运动一样，都以时间作为自己的尺度，那么我们就从量上来衡量这种运动。空间要素即作为这个过程的物理条件的位置变换，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简单归结为时间要素”
 
[14]

 。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商品（信息）的生产地点与市场的选择，是需要考虑商品（信息）在不同环节的运输（传递）时间，在市场销售数额雷同的情况下，会选择时间较短的地点。也就是说，生产场所和市场之间的距离远近，往往与流通时间存在莫大关联，“空间的规定在这里本身表现为时间的规定，表现为流通时间的要素”
 
[15]

 。

流通时间是决定着商品（信息）生产是否能够继续进行的重要因素。因为生产者只有在商品出售之后，才能获得购买新的生产资料的成本，而在商品运输和出售过程中，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样，商品生产的数量、交换价值、资本再生产的可能性，都是由商品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决定，时间越短，增加商品价值、进行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商品运输（信息传递）到市场的时间问题，就显得比生产场所和市场之间的距离大小还重要，因为解决距离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解决商品流通时间的问题。
 
[16]



虽然相比空间来讲，时间的作用显得更举足轻重，但与空间一样，时间也是商品流通（信息传递）的重要因素和外部条件。由产品变为商品，再变为货币，这一过程所经历的时间，决定着商品（信息）的价值。在商品（信息）没有出售之前，它所具有的只是潜在的价值，并不是实际的价值，这段时间所有的花费也完全是纯损失。要减少时间要素，需要改进交通技术条件，这同样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生产力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商品流通（信息传递）要求破除一切空间上的限制。流通时间是商品价值的消极因素，流通（传递）时间越长，商品（信息）的价值损耗就越大，只有当流通（传递）时间等于零时，商品（信息）的价值才会达到最大。不同的空间条件造成资本在流通时间上的差别。比如，有的资本离市场较远，有的资本离市场较近；有的资本转化为货币有保障，有的资本转化为货币则有一定风险。流通（传递）时间的差别导致商品（信息）在价值增值上的差别，它既是对价值增值的限制，同时又是构成商品价值的要素，没有它，就没有商品价值和资本。而商品的价值又离不开剩余劳动时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全部劳动时间，就没有价值可说了。可以认为，流通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一样，消耗的时间越多，商品的价值就会越少，从而也就进一步影响资本增值的数量。所以，从资本的本质上看，它“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
 
[17]

 。

克服一切交往中的时空限制，实际上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流通（传递）时间本身并不能产生商品（信息）的价值，它只是影响价值的实现过程，即通过较长运输时间中的自然或人为损失而导致商品贬值。解除流通时间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实现商品价值的问题，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特殊要求，它将推动资本生产中一切节省时间的信用形式的发展。
 
[18]



但是，要取消一切发展中的限制，必须要克服生产、流通、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资本的实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直接从生产环节跳到商品出售环节，而是不可避免地在不同产品形态上，依次经过流通的各个阶段，这就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
 
[19]

 如果商品流通（信息传递）的空间较大，流通时间就会变长，这样，资本的流通时间就必然拉长生产时间，而资本增值的本性又要求尽可能消灭一切流通时间，于是，生产、流通时间和空间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其中，生产时间和空间的矛盾似乎不难解决，资本家为了缩短生产时间，往往增加同一时间共同劳动的工人数量，来相对缩短商品的生产时间，从这些工人的分布情况来看，他们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像修筑铁路、建设城市、开凿运河等一些大型的工程，可以将若干工人分配到不同地段，在同一时间共同劳动，这样就会大大缩短整个工程的完工时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0]

 所以，尽管生产的环节在不断地增多，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但因为共同劳动的存在，完成同一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却可能大大减少。
 
[21]



要解决空间扩大和流通时间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它需要依靠交通工具的现实条件。在产品运到较远市场的过程中，如果商品（信息）转换的次数较多，交通工具比较落后，就会花费过长的时间，也会因此承担较高的费用，增加商品（信息）的成本。反过来说，商品（信息）在流通过程中的周转环节越少，使用的交通工具越先进，花费的时间越少，商品（信息）所需的费用就越低。这样在流通过程中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就可以更多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这并不是说商品的销售地点离它的生产场所越近就会越好，而是在于“计量远近的不只是绝对的物理上的距离，而且是克服距离所使用的那些手段的速度和低廉程度”
 
[22]

 。这里指出了交通工具对解决时空矛盾的重要性。


（三）“用时间消灭空间”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的发展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空间也可以转化为时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
 
[23]

 。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商品的流通费用时，提出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这里的时间即是指社会时间，空间则是指社会空间。它的字面含义可以简要理解为：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最广范围的信息（或商品）传递。

因为通过空间把商品运送（信息传递）到市场，以及传送关于商品（信息）的时间，均要消耗必要的费用（流通费用），这些费用是商品成本的一部分。然而，快速的商品信息的转递，能够大大减轻由于空间距离的遥远和信息不通畅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就此马克思写道：“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24]

 这里表达的传播理念是，人们需借助传播科技的发展，用快速的信息传通克服遥远的空间距离，使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们达到天涯若比邻的状态。

“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提出，与19世纪背景密切相关。从17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限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25]

 。由于较为广泛的商业贸易而逐渐形成的世界市场，催生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下的时空矛盾：资本增值的本性要求摧毁交往的地方限制，扩大市场范围，然而关于商品信息的传播却受到越来越遥远的空间条件的制约。这种空间距离带来的信息差，造就了19世纪初期的两个世界经济危机策源地——印度和美国。

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英国，从英国到印度的航行时间为三个月，从英国到美国的航行时间为一个月。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商品信息传递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每逢意外变故，对方很难及时获悉并调整商业活动。例如，英国工厂所需棉花大部分都来自印度，而印度的棉花生产周期为一年。如果这期间有关任何变故的信息传递时间都得三个月的话，就会潜伏信息沟通不及时带来的风险：当棉花源源不断地从印度运往英国的时候，经济形势高涨，然而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棉花过剩了，而这个信息又无法及时告知生产方，于是经济危机瞬间爆发。为解决这个矛盾，需要用较短的信息流通时间去抵消商品流通领域由于空间距离拉大而增加的成本，即“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实现，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物质交换条件的创新。这里的“交换”，既包括物质条件——铁路、蒸汽轮船等的发明与应用，也包括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频繁的商品社会，这些现代交换手段适应了资本扩张的本性，缩短了交通运输的时间，缩小了市场间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交换的效率，使整个世界流动起来。马克思就此写道：“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26]

 。

马克思对当时的交通工具变革情况有着清楚的描述：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海上交通还是陆地交通，都发生了重要的技术变革，这场变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似乎只有蒸汽机带来的大工业革命才有条件与之媲美。他们看到，在航海业变革中，速度较快、按时刻表出行的蒸汽轮船几乎全部取代了那些速度慢、出行时间不规律的帆船，并真正打通了欧洲与亚洲、澳洲和美洲的海洋航程；在陆路交通变革中，运输稳定、承载量大、速度快的铁路运输也逐渐取代了以往石子和泥土筑成的公路，并让“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
 
[27]

 。

交通技术变革带来的明显时间差异，可以从马克思记载的这段1857年的资料看出来：从英国港口到印度河口和恒河口，以及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和孟买的距离，大概有14 000海里之遥，如果能采用蒸汽轮船，就完全有希望加快驶过这段路程。从当年东印度公司海运部的有关数据资料来看，英国到印度重要港口所需要的时间，在蒸汽轮船和传统帆船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如下列数据：
 
[28]



[image: picture]


不可否认的是，在交通技术上的改进大大提高了轮船的行驶速度，加速了航运产业的资金周转时间，但同时也因为交通工具的更新以及工人劳动费用的增多而大大增加了预付资本上的支出，从而增加了运输的成本。这种情况，不仅是海上交通如此，陆路交通也是如此。例如铁路的修建，为了缩短整个铁路工程的建成时间，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人在不同地点同时开工，这样资金周转的时间缩短了，但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这就是一个矛盾。

“用时间消灭空间”带来的新情况主要是物质意义上的，但正是物质生产和交换方面的这些巨大变化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的发展。人们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同样需要“用时间消灭空间”，不断了解使自己感到陌生的世界遥远地方的情况。现代交易所和新闻业的急遽膨胀，抢行情、抢新闻的职业习惯，实际上是物质交往要求“用时间消灭空间”在精神交往方面的一种直接反映。随着传播科技的继续发展，人们一定能用快速的信息传通克服遥远的空间距离，使散居世界各地的居民达到天涯若比邻的状态。因而，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的。


三、结　语


本文以上的论述基于一个理论前提，即信息具有上层建筑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如果只认同信息的上层建筑属性，此文的相关论述就无法成立。从信息的商品属性来看，缩短信息传递时间、加快资本周转、降低信息生产和销售成本是改进传播技术的重要动因；时间和空间是信息传递的两个要素，减少信息生产和传递时间，就能增加信息传递的空间，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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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职业意识与经营理念

按语

从职业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他们主要是新闻工作者和时政论文作家，因而他们具有很强的新闻职业意识以及报刊经营理念。

马克思主持报刊工作，就必须考虑到经营问题。后来他作为经济学家，对经营更有理论上的认知。《莱茵报》时期（1842—1843），他参加了该报后期的所有股东大会，参与起草文件。《新莱茵报》时期（1848—1849），他不仅主持编务工作，而且不停地为报纸的经营到处奔波。《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是在他参与的股东大会上通过的，体现了马克思的报刊经营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报刊实践中第一个关于报刊经营的文件，张辉锋等从经营法的角度对这个文件做了很专业的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的新闻实践中，共有三个经营性质的文件，《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是第一个。第二个文件是他和恩格斯参与起草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以及恩格斯为这一文件所做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盈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第三个文件是马克思参与制定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业报纸公司募股书》，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后两个文件这里没有组织考证研究，但希望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加以关注。

马克思第一次担任报纸主编时年24岁，他当时就认识到：“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卷120页）。1859年，马克思准备给奥地利《新闻报》撰稿，他一连提出了五个问题：“希望通过哪一条路线得到电讯稿？”“希望得到什么消息？各家报纸对什么是重要消息持有不同看法。”“需要几天发一次电讯稿？”“是否还需要美洲的新闻，简而言之，非欧洲的新闻？……因为发电讯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余的东西。”“最后，我必须知道，《新闻报》认为几点钟收消息比较适宜（至少，在英国各家报纸收消息的时间不同，这是由于出版的时间不同）。”（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9卷568页）他的新闻专业意识可见一斑。

恩格斯更是天生的新闻记者。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接连为伦敦的《派尔－麦尔新闻》写了59篇战争短评，提供了许多独家新闻，从此获得了“将军”的绰号。这些独家新闻是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抢”出来的。例如写第二篇短评时，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致信在伦敦的马克思，第一句话就是：“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送到《派尔－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33卷15~1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闻职业意识的论述很多，但大多比较分散。较为集中的反映新闻职业意识的是恩格斯1854年3月30日致《每日新闻》编辑亨利·约翰·林肯的信，该信颇为详尽地论述了职业记者应该具备的素养。路鹏程关于这封信的考证，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9卷的新译文，概括了恩格斯关于记者素养六方面的论证与实践。


有关《新莱茵报公司章程》的考证


张辉锋　逄　丽　谢丽莎



《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是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简称《新莱茵报》）的出版公司章程，原文为“Statut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Gesellschaft”，我国翻译为“新莱茵报公司章程”，尚不够准确。本文对这篇马克思主义新闻史中的文献进行考证研究，为叙述方便，在文中大多数情形下将其简称为“《章程》”。

《章程》中文版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491~499页。该文根据德国《德国工人运动史文集》 1970年第4期中的德语原文译出。能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附录的文献，通常有两个要素，或者该文献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密切关系，或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参与了该文献的工作（合写、参与讨论或设计了框架等等）。根据下面的考证，《章程》属于前者。

目前，中共中央编译局正在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全部论著直接根据原著使用的文字翻译，但涉及《新莱茵报》时期的马恩论著尚没有出版。所以，目前《章程》只有笔者所考证的这一个中文版本。

一般情况下，组织都要有一个章程，以作为组织成立、运作的基本制度。公司作为一种现代组织，一般更为严格地遵从此原则，如我国在现行的公司法中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是针对《新莱茵报》这份报纸所隶属的组织制定的，该组织性质是公司，名为“海·科尔夫公司”，也就是说，由海·科尔夫公司出版《新莱茵报》。《章程》实际是海·科尔夫公司的《章程》，它规定了这家以出版《新莱茵报》为业务的公司的成立、运作机制等基本制度。

笔者对这份章程进行了考证，涉及《章程》发布的相关背景、制定时主要依据的法规，以及我国汉语版的几处疑问等方面，下面即为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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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程》发布的相关背景



（一）《章程》发布的时间、地点及相关情况


《章程》于1848年7月发布于德国的科隆，以单张形式随当天报纸发送给股东。

《章程》在发布时间上有一个与现代常理不一致的地方：按现代的常理，应先有《章程》，再有公司的正式成立，再出版报纸；但实际《章程》是在《新莱茵报》出版之后才发布的——报纸6月1日出版，《章程》7月发布，在报纸出版后一个多月。

根据马克思所写的《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原定7月出版的报纸提前一个月出版了——“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
 
[1]

 ，而这样，《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创办及运作将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报纸编委会“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
 
[2]

 。而当时公司的建立和《章程》的制定都需要时间，比如公司的建立要征集足够的股东就非易事，所以，这可能导致了公司建立与《章程》发布无法跟上提前出版的报纸，从而造成《章程》发布迟于报纸出版的情况。


（二）《章程》的作者


从目前资料中能找到的与《新莱茵报》有密切关系的人中，有一干编辑，如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格·维尔特、毕尔格尔斯以及后来加入的斐·弗莱里格拉特，另外还有一组是报纸发行负责人与两位助理。

在上述这几位编辑中，目前没找到资料证明谁是《章程》的作者。如果推断一下的话——马克思可能知晓此文件，毕竟他是报纸主编，而《章程》又随报纸发送。编辑毕尔格尔斯起草了《<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但无资料证明其是《章程》的作者。能证明其他编辑是否作者的资料目前也没找到。

另与报纸关系密切的人就是发行负责人与两名助理了。《章程》当中提到的报纸发行负责人是海尔曼·科尔夫（Hermann Korff），他17岁前在一所军校长大，其后成为普鲁士第15步兵团的一名佩剑军官，1844年10月14日升为二等少尉，1847年从军队退役，1848年成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3]

 从科尔夫的个人经历看，他没有学习法律等知识的背景，而《章程》的内容决定了其作者必须是对公司成立、运作方面的法律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

再说两位助理——斯蒂凡·阿道夫·瑙特（Stephan A.Naut）以及后又担任报纸发行人的路易·舒尔茨（Louis Schulz）。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27日）》中，马克思描述瑙特“这家伙是个诚实的笨驴”，从中可看出马克思对瑙特的评价主要是诚实，对其聪明才智并不认可。另外一位助理舒尔茨是一位律师，也是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他曾在海德堡学习数学，在哥廷根和海德堡学习法学，自1837年起在海德堡作为律师执业，从他的法律知识背景看，在三人中他比科尔夫与瑙特都更有能力成为《章程》的作者，但当然不能就此论定他就是《章程》的作者。

《章程》作者的明确程度如上所述，要给出结论的话，只能说现在找到的与报纸有密切关系的人中，科尔夫与瑙特一个限于知识背景、一个限于聪明才智均无太大可能性，舒尔茨则比他俩可能性要大一些。当然，目前要明确指出作者是谁是没有充分证据的。


（三）《章程》的实施


《章程》的生效情况怎样？即《章程》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记载：“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也就是说，《章程》在7月发布之时，最初认股的股东已经没有了。根据后来马克思到其他城市募集到少量经费，以及马克思后来谈到他为报纸付出了7 000塔勒而造成全家一贫如洗的情况，这个《章程》可能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实施，即46条条款中的2、3、14、15、16、17、20、39、44这九条与股东关系不大的；而涉及股东的多数条款因为实际上没有股东（马克思募集的是捐款，不是股金），自然无法实施。


二、《章程》制定主要依据的法规


1848年7月之时，海·科尔夫公司所在地为德国的科隆——在这里所有覆盖生效的法规都是《章程》制定的依据。鉴于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德国的背景，普鲁士莱茵省实行的法律，特别是商业方面的法律，相当一部分来自法国。科隆是该省的主要城市之一，自然这些法律在此地是有效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当时当地有哪些法律覆盖生效。

通过考证，当时在莱茵省《拿破仑法典》《法国商法典》以及《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法》都是有效的法律。《章程》的制定必须符合这些法律的相关规定。关于《拿破仑法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注释”部分有关《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注释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马上就着手实现他们的计划，即出版一种革命的机关报……他们选定了科伦作为办报的地址，因为这是……而且拿破仑法典在那里还有效力，这个法典比可怜的普鲁士法提供了较多的出版自由。”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也提到：“科伦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领会了现代法的观念……”同文的另一处也提到：“而在莱茵河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这些叙述可知，当时当地《拿破仑法典》是覆盖生效的。

再说《法国商法典》。《近代司法史》称
 
[4]

 ，德国1861年开始施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被绝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采纳，而在此前莱茵地区适用拿破仑诸法典，这个“诸法典”，一般法学领域默认其含《法国商法典》，这是《章程》制定时《法国商法典》覆盖当地的证据。另外，《法国商法典》“在德国西部一些地区有效，甚至在对法战争胜利后直到19世纪中叶还一直如此”
 
[5]

 ，莱茵省位于德国西部，因而《法国商法典》会覆盖莱茵地区；当然，上述“19世纪中叶”没有精确到哪一年，但《章程》发布于1848年应该属于“19世纪中叶”。

再说《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法》。该法于1847年由在德国莱比锡成立的委员会制定，1848年被法兰克福议会宣布为法律，即覆盖德国全境。该议会成立于1848年6月29日，所以，7月发布的《章程》也有可能受到该法的覆盖。

由此可知，《章程》制定时当地有《拿破仑法典》《法国商法典》覆盖生效，同时《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法》也有可能已经颁行。

那么，《章程》又该主要依据哪些法律条款制定？这需要考察《章程》的具体内容来分析。

先说《拿破仑法典》。该法1804年通过，在1848年之前，资料记载只有1819年做了两处修改，主要是为了使外国人在继承法上与法国人获同等待遇，其他内容并未有大的修改。若依据该法，1848年《章程》制定时的内容应该如下：除开头的《总则》部分外，分为三编，第一编是人法，包含个人与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与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编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规定的对象极为庞杂，其中有一部分对“合伙”这种商业行为做了规范。
 
[6]

 合伙制企业是指由两人及以上按照协议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企业。合伙制企业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有，共同经营，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
 
[7]

 在企业的各种法律形式中，合伙制企业与公司是不同的。而《章程》第三编中并没有提到公司设立、股份征集及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以推断，《章程》并不是主要依据该法制定，但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注释”部分有关《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注释所说，它“比可怜的普鲁士法提供了较多的出版自由”，因而《章程》制定时在出版方面获得了该法法律体制环境的参照。

再说《法国商法典》。该法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确立了以调整商事组织与商业行为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商法内容体系，该法典1807年颁布时共648条，分“商事总则”“海商”“破产”“商事法院”四卷，而且第一卷“商事总则”中第三与第四编分别是关于公司（第8~17条）与商业注册（第47~70条）的规定。
 
[8]

 该法后来改动很大，而且我们不能考证《章程》制定时该法内容与颁布时有否差别，但是，该法在主要规范对象与内容框架这个层面应不至于变动过大，而《章程》正是有关公司成立及运作这些商事组织的商业行为方面的内容，所以，《章程》应主要依据《法国商法典》制定。

再说《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法》。该法与汇票等票据有关，《章程》里涉及了该方面的内容，但很少，所以该法不是《章程》制定的主要依据。

至此，我们得出结论：《新莱茵报公司章程》主要依据《法国商法典》制定。


三、《章程》的内容



（一）《章程》的内容概要


《章程》共分为46条，规定了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份问题、发行负责人的责任与义务、治理结构、账目管理等内容。其中，第1~3条规定了公司的基本情况，包括公司的名称、存在的期限、设立的目的以及公司所在地；第4~13条主要对股份方面的问题做了规定，包括公司的资本总额、股金的缴纳方式、股票的继承与转让等；第14~20条规定了发行负责人的责任及权利，主要包括发行负责人及其助理的责任、薪酬、卸职方面的规定；第21~29条主要规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全体会议及董事会的职责、董事会及全体大会召开的时间与频率、董事会决策机制、董事的卸职及薪酬等方面；第30~36条主要对决策机制做了规定，包括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与投票权的关系、投票的形式及方法、股东大会需要讨论与做出决议的问题、多数通过原则等；第37~42条对公司账目的管理做了规定，包括公司账目的管理及公司收益的分配等；最后，第43~46条主要对公司的解散、《章程》的修改、争执的仲裁等方面做了规定。


（二）相关词语



1.塔勒
 
[9]




塔勒，是15世纪末以来主要铸造并流通于德意志等中欧地区的一系列大型银币的总称。1753年奥地利与巴伐利亚（今德国巴伐利亚州）签订了关于统一货币规格的协定，成为规范塔勒规格的最重要的协议。不久之后，德意志与中欧地区的诸多国家先后加入了这一协定，该地区便进入“协议塔勒”时代，协议塔勒的标准为每枚塔勒（即1塔勒）银币重28.064 4克，纯度为833‱。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一章中提到：“一塔勒就是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是购买一个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这可视为塔勒价值的一个参考资料。

目前，塔勒早已退出流通领域，而作为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货币存在，塔勒银币的价格也远远高于当时。


2.科伦


现在翻译为科隆。


四、我国汉语版五方面内容的商榷


现有的关于《章程》的中文版在五方面需要讨论，均为翻译问题。


（一）关于《章程》第一条的“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文版第一条“为出版名为《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日报，自即日起成立为期五年的股份有限公司”。这里的“股份有限公司”由《章程》原文中的“Kommandite-Aktien-Gesellschaft”翻译而来，此词似应翻译为“两合公司”，现代意义上的两合公司简单讲即股东分两类，一类是对公司的债务负有限责任，一类是负无限责任，它与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股份有限公司不是一回事。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是否“Kommandite-Aktien-Gesellschaft”当时就指股份有限公司，而至现在演变成两合公司？这是不会的，因为据德国法学专家介绍，在德国法规领域，“Kommandite-Aktien-Gesellschaft”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两合公司，没有变动。以下四处也是这样。


（二）关于《章程》第十三条的“合法继承人”


《章程》第十三条有“合法继承人”字样，对应《章程》原文中的“Re-chts-Nachfolger”，而“Rechts-Nachfolger”似应翻译成“权利继受人”。据德国法学专家介绍，“权力继受人”与“继承人”有区别，“继承人”是指原所有者死后的继承者，而“权利继受人”是指被赠与者、被转让者或被销售者等。


（三）关于《章程》第十五条的“期票和票据”


《章程》第十五条中最后一句话是“所有期票和票据须有发行负责人和助理签字方为有效”。此处的“期票”对应《章程》原文中的“wechsel”，此词似应翻译成“汇票”，现代意义上的汇票一般指“出票人签发的，要求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一定期限内，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款项的票据”
 
[10]

 ，经咨询专家，此意思与《章程》所处历史阶段的汇票内涵大致一致。而此处的“票据”对应《章程》原文中的“Schuldbekenntnisse”，此词则似应翻译成“债务约定的权证”，是双方对一笔债务的共同承认凭证，与期票一样都属于票据。


（四）关于《章程》第十九条


《章程》第十九条：“任职满一年后，发行负责人在通知解约三个月后方能卸职。同样，两名助理有权一致决定或在全体会议的参予下宣布发行负责人三个月后解职。后者有权在任何时候宣布解约并在三个月后卸职。”其德语原文为“Nach Ablauf eines Jahres ist es dem Geranten gestattet，nach vierteljähriger Kündigung auszutreten，Ebenso steht es den beiden Cogeranten zu，durch einstimmigen Beschluβund unter Mitwirkung der Generalver-sammlung dem Gerantenvierteljährig zu kündigen.Letztere sind befugt，zu jeder Zeit nach vierteljähriger Kndigung auszutreten.”

这条的翻译有欠妥的地方，同时原意也说得不够透彻。欠妥的地方一个在于“发行负责人在通知解约三个月后方能卸职”“后者有权在任何时候宣布解约并在三个月后卸职”，这两处“卸职”对应《章程》原文中的“kündigung auszutreten”，似均应译成“离开公司”。“卸职”还有可能不做发行负责人但留在公司内，可以从事其他职务；而“离开公司”是不但卸职还要离开，意思与“卸职”是不一样的，也更为准确。第二个欠妥的地方在于“两名助理有权一致决定或在全体会议的参予下”，这个“或”对应《章程》原文中的“und”，应该是“以及”，即必须在股东全体会议的参与下。

按此翻译再加上进一步解读，前两句的正确并且清楚的含义应为：任职满一年后，发行负责人在主动通知解约三个月后可自行离开公司，同样，也得在其任职满一年后，两名助理在股东全体会议的参与下有权一致决定发行负责人在三个月后解职。

对此的解读如下：第一，发行负责人主动通知解约要离开公司还是两名助理决定他解职，都得在其任职满一年后，而且主动通知或被决定离开公司或解职，要真正实现又得在三个月之后；第二，实际上，该条赋予了两名助理罢免发行负责人的权力，但是要在股东全体会议的参与之下，至于这个“参与”是“建议权”“否决权”还是其他参与程度，这在《章程》中看不出来，这种机制可以理解成对公司一线最高负责人的一种制约。另外，“同样，两名助理有权一致决定……”这个“同样”，指的是第一句中“任职满一年后”这一条件，指“两名助理有权一致决定或在全体会议的参予下宣布……”这一权力同样是在“任职满一年后”这一条件之下。


（五）关于《章程》第二十一到第三十、第三十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条的“董事会”“董事”


第二十一到第三十、第三十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条中都有“董事”或“董事会”字样，而《章程》原文中的德语原词似都应翻译成“监事会”。


五、《章程》体现的报纸经营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组成部分


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通常是从政治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传播、新闻、传媒的论述，很少关注传媒作为商业和报纸作为商品的运作。这方面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认识不同，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是与传媒的商业经营联系在一起的，从马克思参与的最早的民主主义报纸《莱茵报》，到他们直接创办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指导的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机关报，大多采用或借鉴了商业经营模式。《章程》是第一个这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献。


（作者张辉锋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逄丽、谢丽莎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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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能力”：恩格斯的军事新闻记者观——《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1854年3月30日）》考证研究


路鹏程



1854年年初，俄军侵占多瑙河后长驱直入，土耳其抵抗不力节节败退，随即英、法对俄宣战，克里木战争全面爆发。正当战事紧张关头，英国《每日新闻》的编辑林肯（Henry John Lincoln）收到一封来信，有人毛遂自荐要“为贵报军事专栏撰稿”。此人就是恩格斯，他在信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军事新闻观。

[image: picture]


恩格斯绘制的1855年8月16日英、法军队同俄军在黑河会战的略图

尽管恩格斯一生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论著和通讯，还有大量涉及新闻工作的文章、书信，但是论述军事新闻本身的专文却屈指可数，所以这封信是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新闻观的重要文献。本文主要探讨《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1854年3月30日）》的主要新闻学观点，以及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
 
[1]





一




克里木战争爆发后，英国公众对战事新闻的渴求日益强烈；兼之又值英国政党报纸向大众报纸转型之时，各大报纸都高度重视战争新闻报道。马克思当时就观察到，“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愿以军事文章来炫耀自己”
 
[2]

 。这促使英国报刊较多地聘请军事新闻记者，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泰晤士报》大名鼎鼎之战地记者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先驱晨报》的伍兹（Nicholas Woods）、《每日新闻》的戈德金（Edwin Lawrence Godkin）
 
[3]

 ，但整体而言，当时的军事新闻记者良莠不齐，素质堪忧。正如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所说，当时“许多军中记者更适合赶牛放羊，而不是为报纸写稿。他们头脑不灵，反应迟钝，对事实的组织安排缺乏逻辑感，也不会合乎语法的英文，完全不称职”
 
[4]

 。马克思将当时《每日新闻》派驻跟随土耳其总司令奥美尔-帕沙（Omar Pasha）的战地记者奥托·冯·文克施特恩（O.von Wenckstern）蔑称为“文字骗子！这个家伙很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还带去了另一个德国坏蛋”
 
[5]

 。马克思还抨击英国、德国报纸上刊登的克里木军事评论文章乏善可陈，“关于这个问题，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德国，都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即批评性的文章”
 
[6]

 。恩格斯也认为《每日新闻》关于此次战争的有些评论文章是“胡说”
 
[7]

 。这也是促使他决定给《每日新闻》撰写军事新闻评论的原因之一。

[image: picture]


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

恩格斯在致林肯的信中主要讨论了军事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和报道评论军事问题的专业要求问题。

军事新闻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与专业性。如果缺乏必备的军事知识，新闻记者不仅可能会报道失实，评论失误，甚至有时还会被政界军方欺骗、愚弄，甚至被利用而成为各种政治派别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8]

 所以，恩格斯首先指出，军事新闻报道评论是否专业，“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有能力”，评判记者是否真正内行，“最好的证明是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题目的论文”。恩格斯认为，优秀的军事新闻记者需要对各类军事问题有较为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认识，能够撰写出可以经得起职业军人、军事理论家从专业高度来评判和审阅的文章，并且是“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越权威越好”。恩格斯本人则非常自信地向林肯提出，“我非常愿意把我的论文交给威廉·纳皮尔爵士（Sir William Napier）去评论，而不愿意交给一个二流的专家”。

恩格斯在信中谈到自己如何成长为一名军事新闻记者之时，其实也指出了如何培养记者成为内行的军事新闻观察家和报道者的问题。

第一，严格的军事教育和严谨的军事研究。这既是军事记者与其他记者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也是将其他记者培养成军事记者的必要条件。恩格斯在信中称自己“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即指他1842年至1843年在普鲁士近卫军炮兵服役。此兵种是普鲁士“连队的楷模”，而且他所在的第十二步炮连，朝气蓬勃的青年军官们又特别善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向连队传授炮兵的基础知识”，这使恩格斯在军事方面得到严谨而扎实的训练，并且在服役期满后获得的“品行证书”也证明他在“服役期间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
 
[9]

 此后，恩格斯还“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行动”。作为起义领导人奥·维利希的副官，恩格斯先后参加了四次战斗，尽管有时“他并不完全胜任战斗中的战术任务”，但每次都“表现出了临危不惧和勇猛胆大”，至关重要的是，这也给予恩格斯直接的、一手的、鲜活的军事实践机会和经验，为其以后研究和报道军事问题积累下宝贵的实践经验。
 
[10]



不是所有的军事新闻记者都有从军经历或参战经验，所以对一名军事新闻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对军事问题的长期研究和经年积累。恰如恩格斯所说，“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所有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实际上确实如此。自1850年冬迁居曼彻斯特后，恩格斯便开始“啃军事”，并且在此后的20年里系统地钻研军事问题。正是刻苦攻读军事学，“死抠许多军事书籍”
 
[11]

 ，使恩格斯建立起全面系统的军事知识和理论，并且在“战争与军队起源、战争与和平、人与武器的关系、民众战争、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对军事的影响、战争指导和战争艺术、战争和军事问题的方法论”等军事问题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做出了深刻的研究和贡献。
 
[12]

 当然，作为军事理论家、军事新闻记者所需掌握的知识，与军人所需具备的知识是有差异的。对此恩格斯十分清醒地指出：“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
 
[13]

 然而，无论职业军人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新闻记者所需掌握的军事知识有何差异，恩格斯都郑重地警示对于军事问题“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
 
[14]

 。

除了勤奋钻研战争理论和历史著作，恩格斯还密切注意、紧密跟踪、认真研究当时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重要战争。19世纪中叶既是世界上战争冲突最为频繁激烈的时代，又是军事技术、战争理论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时期。这些具体的战争，特别是欧洲爆发的许多重大武装起义和各种类型的战争，以及现代军事战术、技术的发展变化成为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的鲜活材料和生动案例，“使他能够面对战争现实，思考军事问题”
 
[15]

 。

虽然定居英国后恩格斯再也没有机会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军事战斗，但是除了广泛深入阅读军事著作外，他还积极利用各种机会走访英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军队，参观武器装备，观察军事设施，检阅军事演习，与各级官兵深入交流，“以增加对军事领域的感性认识和了解最新的军事动态”
 
[16]

 。

尽管报道战争必须具备相关军事知识，但是要正确认识战争规律，还必须把战争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邃的时代发展脉动与特征之中进行深入观察和细致研究。
 
[17]

 这要求军事新闻记者还必须具有极为广博的知识，能够将战争放置到当时政治经济、国家民族以及历史文化错综复杂的语境与瞬息万变的变化之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对战争的深刻影响。这不仅是恩格斯一贯的主张，而且恩格斯极为广博的知识也能使他真正地、充分地贯彻这一主张，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住了战争的特点与规律。

正是基于浓厚的兴趣、对军事理论历史的长期艰苦钻研，以及广博深厚的社会科学知识，恩格斯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战争评论文章和军事论著，总计逾160万字，连同他与马克思合写的军事文章，共近200万字。
 
[18]

 恩格斯出色的军事研究获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誉，马克思称他为自己的“曼彻斯特陆军部”，时常向他请教军事问题，“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我就完全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会立即给我指示”
 
[19]

 。恩格斯也在党内赢得了“将军”的称号。

第二，在研究、报道和评论军事问题上，恩格斯还提出：“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像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无特殊的政治见解。”恩格斯在致魏德迈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
[a]

 需要弄清楚，并且要像做几何题那样去解答。”
 
[20]

 这既是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将其落实到军事新闻报道领域的具体表现。克里木战争前后，当时在英国强烈的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影响下，许多一知半解的记者以白诋青，导致新闻报道和报刊评论常常歪曲事实，扭曲真相。
 
[21]

 亦如恩格斯在评价某军事历史著作时所提出的批评，“阐释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为迎合极端的民族虚荣心而歪曲事件真相，战场上的胜利被作者纸上的更大胜利弄得黯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置于不利的境地”
 
[22]

 。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一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军事哲学思想，要求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二则坚决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坚持以国际主义精神对待国际矛盾与冲突；三则主张在军事新闻报道中也应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所以，尽管俄罗斯在当时的欧洲政治格局中扮演着君主专制的“救世主”和镇压革命的“欧洲警察”的角色，恩格斯希望英法联军能够战胜俄军，遏制俄国的反动势力在欧洲扩张，但即使对俄军，恩格斯也主张应给予公正的评论：“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揍一顿，但是如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给这些魔鬼作出应有的评价。”

第三，在新闻报道领域，恩格斯推崇专业主义精神
 
[23]

 ，特别是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恩格斯强烈主张高度的敬业精神，要求尽心尽力做出最翔实可靠的报道和评论。恰如他对林肯所说，“如果不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资料作根据，我连一行字都不愿意寄给您”。恩格斯在报道和评论克里木战争期间，确实也信守这样的原则。如他为弄清楚俄国军队的实力，“综合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全部情报资料，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某些更加明确的情报，直到‘查理’提供关于舰队的较精确的情报或寄来几个可供就地研究的典型事例”
 
[24]

 。

第四，就军事新闻报道而言，恩格斯提倡新闻和评论的准确性高于新闻的及时性。克里木战争是现代新闻业诞生后的一场国际大战，国际新闻从此可以通过遍布欧洲的电缆电报像闪电般传遍欧洲。
 
[25]

 各家报纸也为充分利用电报技术传播消息，在新闻报道中快人一步，拔得头筹，竭尽心力，竞争激烈。但恩格斯主张，“因为要正确判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资料，所以我写作时将很少只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我的文章能因此而写得好一些，就是迟一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只是强调准确性高于时间性，但是在确保准确性的前提下还是要争分夺秒追求时效性。如他后来对《每日新闻》的抱怨即反映出这一观点。“这些家伙这么一拖延，使得我的一部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被德国报刊所传布而为人所共知了。”
 
[26]



第五，记者在报道战争新闻时要熟悉交战国家语言，知己知彼，不仅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前提，也是全面报道战争新闻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欧洲国家林立，民族语言种类繁多。就克里木战争来说，投入交战的国家就有土耳其帝国、俄罗斯、萨丁尼亚王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家，其中涉及的民族语言更是繁多。记者只有熟悉这些国家的语言才能有效地利用交战各方以及涉入各国的各种一手资料，尽可能对战争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充分的报道。而且，当时各国政府军队对新闻报道尚未制定保密制度，报纸可以事无巨细地报道战役部署、军队调动、兵力配备等情况，报纸刊登的地图甚至详细准确地标明了军队的确切位置。
 
[27]

 新闻报道之细密翔实，引起军方的深切担忧和严重抗议。如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勋爵（Lord Raglan）多次向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抱怨拉塞尔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英军的布防，这些新闻如果从伦敦拍发电报到莫斯科，就是俄军无价的军事情报。
 
[28]

 虽然军方对此深恶痛绝，但记者对此却随心快意。因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熟稔各国语言，流利阅读各种语言的新闻报道，就使新闻记者能够更及时、更周密地了解战事动态，把握战争全局，从而使其相关新闻报道更迅捷翔确。恩格斯是位语言天才，也是非常勤奋的外语学习者，所以他“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他也向林肯强调了他在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使我有可能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恩格斯后来在报道评论克里木战争时确实广泛使用了英国、法国、俄国等各国的官方公报、报纸新闻等等各种资料。
 
[29]



第六，从1842年给《莱茵报》撰稿开始，长期的新闻通讯工作生涯使恩格斯极为熟稔新闻文体文风，同时形成了简练准确、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并且极具个人特色的报章文风——战斗细节描写栩栩如生，使人身临其境。战争评论言简意赅，有时又饶有趣味。这在恩格斯后来撰写的克里木战争系列报道与评论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二




如果说上述是军事记者的基本素质，那在具体执行报道任务之时，军事记者还需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要对战争进行准确报道和公正评论，就必须首先占有翔实权威的材料。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恩格斯以及马克思首先做的事就是充分搜集交战双方的各种资料。“这项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初始阶段做，而且在战争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战争发生重大转折时仍然坚持做。他们把这项工作，作为研究这场战争的全部出发点。”
 
[30]

 甚至当马克思劝服恩格斯尽快给《泰晤士报》撰写新闻，以及马克思要求恩格斯替他给《纽约论坛报》撰写相关报道时，恩格斯都因为缺乏必需的确切材料而婉拒。“我完全不能给《泰晤士报》写文章，目下没有更多的材料，再过一两个星期才行，那时可以立即写好。”
 
[31]

 “关于熬得萨的情况，必须等待更详细的消息，至今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
 
[32]

 这一点，在恩格斯对英国报纸战争期间疏于占有和分析详尽材料的粗疏作风的批评中也可得到反证。“这些报纸虽然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却从来不屑于研究细节和统计数字，而这些细节和统计数字不仅在贸易和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国家政策方面都是采取一切明智决定的基础。”
 
[33]



在克里木战争中，就如何使用翔实权威资料问题，恩格斯首先对拉塞尔等英国战地记者发回的战地报道“仔细地加以研究”
 
[34]

 。但恩格斯清楚仅仅依靠新闻报道是不够的，因为它们有时“互相矛盾和含糊不清”
 
[35]

 。正是凭借其精通军事理论，博览军事著作，还有日积月累的丰厚军事资料，恩格斯常常将各国报纸上的克里木战地新闻报道、政府公告，与其他各种“权威性的军事资料”互相参照，相互印证，以求对战局做出最细致的描述，并且结合“史实和最好的理论资料”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此外，恩格斯还拥有极为广泛的消息来源。他不仅在党内有朋友，而且在自由派中间，甚至在德国保守党和普鲁士陆军参谋部里也有朋友。恰如有研究者在赞叹恩格斯惊人的交际能力时称他能联系“上帝和所有的人”
 
[36]

 。这些消息来源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或为恩格斯提供战事信息，或与其讨论战局动态，也对其撰写文章助益匪浅。基于对多种资料来源充分地占有和有效地利用，恩格斯不仅常常发现《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战事报道的失实之处
 
[37]

 ，并且还能对战局动态做出惊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

“地理环境是战争赖以发生和进行的重要客观物质条件之一，也是确定战争指导方针以及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方式的重要客观依据。”
 
[38]

 恩格斯十分重视研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所以他非常重视搜集地图和相关资料，并且指出，做好相关报道必须“拥有必要的关于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计划和专门资料”。1862年在欧洲才出现的军事测量地图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还是非常稀有而且昂贵的，但却是战争和报道的必备工具。
 
[39]

 马克思在撰写克里木战争时，就出现过“由于我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名的正确程度如何”
 
[40]

 的棘手状况。值得庆幸的是，恩格斯一直注意搜集这些资料
 
[41]

 ，并且关于克里木战争，恩格斯还藏有一批珍贵的地图：“任何人也弄不到的东西：希尔索瓦、曼成、伊萨克查和土耳恰等地的平面图。”
 
[42]

 马克思也积极给恩格斯提供关于战局的地图。
 
[43]



此外，除了介绍自己的军事素养和写作分析水平外，恩格斯在信中谈到撰写军事评论的稿酬问题时还写道：“要撰写军事行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地图和书籍，这笔应付的款项应该算在开支账内。”最后这句话里的对应英文是“should be made as entering into the cost of production”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翻译为“这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都包括在生产费用里面”。译文虽然有些啰唆，但将“the cost of production”直译为“生产费用”，在经济学上更为准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翻译为“应付的款项”，没有体现恩格斯把给报纸的商业性撰稿视为脑力劳动的思想。在恩格斯的观念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同样具有价值。通讯员撰写稿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脑力劳动也应该得到公正的报酬。
 
[45]





三




《每日新闻》觉得恩格斯写的“文章太专门了”，最终恩格斯告诉马克思：“《每日新闻》的事吹了”
 
[46]

 。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认真研究，及时报道克里木战争。他个人独自写作，或与马克思合作，甚至还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新奥得报》等撰写了近百篇关于克里木战争的新闻与评论，“多次详尽地描述过它的性质，谈论过它可能的结局”
 
[47]

 。正是凭借前文所述的深厚素养和严谨态度，这些文章证明了恩格斯不愧是“真正有能力”的军事新闻记者。他不仅能对战争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而且常常还能准确预测军事局势的进展。恰如马克思向恩格斯表示钦佩和祝贺时所说，“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
 
[48]

 。《纽约每日论坛报》高度重视恩格斯撰写的克里木军事新闻和评论，不少文章被作为社论发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该报甚至用恩格斯这些“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以致马克思要求该报提高稿费。
 
[49]

 恩格斯的文章还引起美国舆论界的积极关注和高度评价，“你的军事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应。纽约传说是司各脱将军写的”
 
[50]

 。

恩格斯对克里木战争的观察与报道也标志着他开始集中系统地研究战争问题，从此时起到1870年，由于世界战事频繁、形势多变和任务多样，成为恩格斯一生中时起报道与研究军事问题的高峰期。
 
[51]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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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军事问题。——笔者注


第三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职能意识

按语

报刊广泛而公开的工作特点无形中赋予了它一种社会监督的职能，这种职能尤其有利于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政治斗争时经常借助于报刊的这种职能，因而他们十分看重它，从政治角度将它视为报刊的一种首要职责。1849年，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辩护时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6卷280页）。1859年，德国报纸《总汇报》发表了揭露法国波拿巴政府间谍福格特的文章，马克思致信该报说：“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4卷755页）

1843年1月马克思签名的《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是体现他关于报刊职责的较早文献。陈力丹、冯雪珺对该文进行的考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当时对报刊职责的认识（“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的思想渊源在于他对舆论作用的认识。

在《新莱茵报》时期（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闻实践中进一步阐发了他这方面的认识。1849年2月他们在科隆陪审法庭上为《新莱茵报》的辩护词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典论述，陈绚对此的考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报刊职责认识的阶级性质：“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

张金玺、陈一点对恩格斯此后一个月所写的论著《关于招贴法的辩论》进行的考证研究，更加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阶级性质：“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

欧洲民主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英国，在总结革命中报刊工作经验时所写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虽然很短，但十分精辟地从纯业务角度指出了报纸和评论杂志不同的职能。杨保军、陈硕对此文逐字逐句的考证，会令读者对短短的《启事》理解得更加深刻。


新发表的马克思《莱茵报》活动历史文件考证研究——《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


陈力丹　冯雪珺




一、《请愿书》形成的背景


马克思1841年参与《莱茵报》的创办，1842年10月担任该报主编。由于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政府宣布了前一天内阁会议的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查封前对其实行双重检查。由此引发了《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简称《请愿书》）的起草。

1843年1月30日，在报纸出版发行地科隆，100多位市民聚集在一起开会，通过了要求继续出版《莱茵报》请愿书。请愿书起草人是《莱茵报》监事会成员伊格纳兹·毕尔格尔斯（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时期法兰克福议会左派议员）。900多名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字，反对针对《莱茵报》实施的查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签名也在其中。2月18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往柏林。这期间，德国普鲁士莱茵省各地都发起了要求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活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示内务大臣拒绝所有请愿书的要求，4月1日《莱茵报》仍遭查封。

1841年马克思从柏林大学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但是思想激进、不满普鲁士政府压制大学进步教师的马克思放弃了在大学谋求一职的想法，参与创办《莱茵报》。1842年元旦《莱茵报》创刊，但由于马克思家人重病，他赶回家乡特利尔，直到1842年4月才开始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报纸工作。初期该报两任编辑水平有限，于是马克思于10月15日被聘为编辑（主编）。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发表了很多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论述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矛头直指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于是发生了《莱茵报》将被查封的事情。

[image: picture]


19世纪40年代的石版画《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身后为印刷机，印刷机上面一张纸是查封禁令，左上角的松鼠（Eichhhorn）指书报检查大臣艾希霍恩（发音相同）。此画比喻《莱茵报》的被查封。

为了让《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达到目的，马克思于3月17日主动辞职，希望能够换回查封法令的撤销，然而这一举动并未改变《莱茵报》于1843年月1日被查封的厄运。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开始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决裂，转向唯物主义，并初次接触各种共产主义的理论。《莱茵报》的工作经历，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是思想上的成长阶段，十分重要。专职报纸的工作，使得马克思有充分时间和精力研究报纸工作的特点，阐发他的新闻思想。《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虽然不是他起草的，但是他参加会议和签名本身说明他赞同请愿书的基本观点。签字是在1月30日，而此前1月3 日，他在报纸上撰文写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1]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在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录，该版是依照苏联俄文第二版翻译的。后来中文第二版以德文原版为基础翻译，收录了这份有马克思亲笔签名的请愿书。笔者详细对比了德文原著以及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译文，提出了几处校正意见和内容补充。

这篇文章的德文原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1975年版第1部分第1卷第421~422页。原文题为Petition Kölner Bürger um das Fort-bestehen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zwschen dem 25.und 30.Januar 1843.关于《请愿书》的德文相关历史考证材料，出自上书第1171~1172页。这部分内容由本文第二作者全文译出。

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根据德文原著翻译，加入《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一文，说明这份文件对于研究马克思思想是有意义的，《请愿书》体现的新闻思想与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基本一致。


二、观点分析


这份只有1 000字的《请愿书》，谈到了三方面的新闻观点。

其一，舆论与报刊、舆论与国家立法的关系。各种色彩和表现各种矛盾的舆论会找到相应的报刊表达自己，报刊会使舆论成为国家立法的最丰富、最可靠的生气勃勃的源泉。

其二，自由的社会言论的重要性。签名人认为，国家生活的真正主要的精神领域是政治信仰领域。自由的社会言论应当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信仰领域通行无阻，表现出崇高的价值和内在尊严。

其三，报刊的独立性至关重要。请愿书的签名者有的并不同意甚至反对《莱茵报》表达的观点，但他们认为，“仅仅对一家报纸的镇压就会使整个祖国的报刊丧失独立性，因为健康和自由的政治生活受到了威胁”，“报刊的独立性乃是一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国家大事进行讨论，没有这种独立性，任何天才都不会从事政治著述”。
 
[2]



下文从这三点切入，进一步阐述马克思的新闻思想。


（一）舆论与报刊、舆论与国家立法的关系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从推崇黑格尔的思想到质疑并转而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1843年夏天马克思写了约11万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笔记）。黑格尔认为，法学是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一旦有了意志自由，就有了权利，而法则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马克思在他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简称《辩论》）中，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提出了批判。他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因为作为引力定律，重力定律推动着天体的永恒运动；而作为落体定律，只要我违反它而想在空中飞舞，它就要我的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3]

 。《辩论》写于1842年3月26日到4月26日之间，连载于1842年5 月《莱茵报》附刊，即马克思签名请愿书8个月之前。文章表明了马克思对于法律的认识。他认为法律要顺应事物的规律及其发展的态势，具有普适性，而不应逆历史发展的潮流，阻碍压制事物的发展。

马克思在请愿书上签名后的第五天，在一份驳斥查封报纸的内部文件中写道：“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4]

 这里，马克思对《请愿书》中的观点做了畅快的阐发。

显然，有了舆论的监督与参与，才能够及时发现立法中的疏漏；及时地查漏补缺，才能保证立法机关的公正与全面。而报刊为此提供了一个广泛发表意见的平台，可以将舆论及时向立法者反映，同时公众也有机会通过报刊表达意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评论》时，曾公开申明“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
 
[5]

 。马克思主持《莱茵报》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家乡种植葡萄的农民生活困苦，当地社区报道反映了这种情况，形成了同情农民的舆论。《莱茵报》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地舆论，又在普鲁士全境形成了同情农民的舆论。《莱茵报》以此赢得了农民的信任，该报被查封时，农民们纷纷向国王请愿，要求撤销查封决定。马克思总结这一经验时写道：“‘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
 
[6]

 。“这是他唯一一次正面使用‘制造舆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反映舆论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舆论。”
 
[7]

 《莱茵报》影响舆论的作用可见一斑。

请愿书的签名者中有下层市民，也有不参与决策的上层人士；请愿书的话语温和，不失对国王的谦恭，但观点坚定明确。请愿书的目的在于动员有共同利益的广泛群体并形成舆论，产生牵制统治者的精神力量。


（二）自由的社会言论的重要性


莱茵省是普鲁士工业发达地区，也是受法国革命影响最深的省份，言论自由程度是普鲁士各省中最高的。因而，关于自由的社会言论的重要性，《请愿书》能够做以下的表达：

“当莱茵省人看到，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特别需要自由舆论的领域，即政治信仰的领域这一国家生活的最独特、最具道义力量的核心领域，至少也已经为自由舆论——他们在法院制度中已经非常信服地认识到了这种自由舆论的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开辟了道路的时候，他们特别充满了崇高的喜悦之情。”
 
[8]

 在这种虔敬的话语中，《请愿书》其实坚定地表明了签名者的观点：我们莱茵省已经享受到了言论自由，这种法治化的自由能够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讨论，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表示对国家权力的信服与崇敬。

人区别于动物的固有属性之一是会说话，自由地交流是人类行为的固有权利。没有了言论自由，人们无法进行思想和信息的沟通，无法对身边的事物做出反馈，更谈不上做出正确的反馈。没有言论自由，无法谈及人的其他自由权利。而新闻出版自由，则是言论自由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扩展，19世纪的大众传播领域被视为“公共领域”。著名新闻学者李瞻就此说过：“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因新闻自由乃言论自由之延伸，所以新闻自由的价值，绝大部分都是言论自由的价值。因此可以说，新闻自由只有充分反映言论自由时，它才应受法律的保障。”
 
[9]

 马克思签名这份《请愿书》之前在《莱茵报》上撰文写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
 
[10]



观点的认同是马克思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前提，保护报纸则是第二个原因。该文件关于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基本认识与他的认识一致，他才会签名。后来的2月12日，马克思还在另一份股东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份文件没有涉及观点，只是要求当局不要查封报纸，所以马克思签名的时候同时还代表他家乡特利尔的五位股东，他们分别是医生、商人、律师和土地所有者。

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时期最坚定的信念。他在1842年年初写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最后引证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在前面提到的第一篇评议《辩论》一文最后，他引证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的这样一段话：“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
 
[11]

 在这些隐喻中，马克思表达的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为此顽强斗争的决心。


（三）报刊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请愿书》里写道，900多位科隆市民中，有的签名者是赞同《莱茵报》观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赞同乃至反对《莱茵报》的观点和表达方式。他们之所以都在请愿书上签名，是因为他们要维护报刊整体的独立。报刊作为满足公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一个社会领域，独立于国家政权而存在。要保持国家政权健康、自由的发展，亦需要维护新闻出版自由。

这里所体现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观念，实际上是伏尔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生命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另一种表达，而且真正变成了现实：很多并不赞同《莱茵报》观念的人签名反对查封该报。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看到观点与自己不同的报纸被查封而不管不问，很可能有一天自己赞同其观点的报纸也会被查封。观念的多元才是社会的正常状态。

关于这个观点，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也表达过。1842年年底，德国萨克森王国的民主主义报纸《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全境遭到查禁，马克思于1843年1月7日写道：“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次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12]

 他所列举的报刊，均是《莱茵报》思想上的对立者。然而，他同样反对查禁这些对立的报纸。而从当权者角度看，听到来自不同利益集团和区域的不同声音，才会对自己的决策有所权衡，有所校正。普鲁士政府取缔一份报纸，意味着不允许某种言论的自由存在，这就威胁到社会整体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了。

900多人签名反对查封《莱茵报》的请愿书，反映了科隆市民的现代法治观念颇为健全，他们尊重报纸的独立性，不论对《莱茵报》所持的论点赞同与否，都相信思想的多元对于社会平稳发展的意义。他们反对通过强制手段遏制言论、切断民众自我认知，认为报纸的独立性关系到一切道义基础，为了能够保证真正讨论国家事务，独立性对报纸来说是必要的。


三、结束语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是一份176年前的文件，年代久矣，然而它体现的思想，诸如舆论与立法的互动、保障言论自由和传媒的独立性等观念，一百多年来仍然是人们百折不挠奋斗的目标。

《人民日报》自2011年4月28日以来连续发表了多篇评论，例如《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等，后者中有这样一句话：“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说的就是执政者应该有让人发声的雅量，并且不论人们的声音发不发得出来，问题的社会根源总是存在的，如果人们被逼得没法理性地说话了，如果再不给这个声音一个出口，就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爆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经历了1848—1849年民主革命之后，这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疯了，让位给他的弟弟，即后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然而，霍亨索伦王朝只维持了30多年就垮台了，威廉二世在1918年德国民主革命中逃亡到荷兰，客死他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始终坚持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开始的假自由主义专制政策，而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不可阻挡。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回顾历史和以史为鉴，就会发现，我们仍然需要当年科隆市民的法治理念和觉悟，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关于报刊内在规律的一系列论述，以便形成自由与法治的现代理念，为完善我们社会主义的新闻与法治体制而努力。


（作者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冯雪珺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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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价值：不能让揭露“失去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的原著考证研究


陈　绚




一、起诉案件的发生及审判


本文对题为《<新莱茵报>审判案》的一组文章进行考证研究，该组文章由《马克思的发言》和《恩格斯的发言》两篇演讲稿组成。关于“《新莱茵报》审判案”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就是指下表中的第一个案件，即由《新莱茵报》于1848年7月5日第35号上发表的一篇标题为《逮捕》的文章引发的起诉案。此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审判庭上做了发言，他们慷慨陈词，获得了旁听席上的掌声，作为被告他们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

广义的理解是，“《新莱茵报》审判案”除了上述案件外，还包括1848年11月普鲁士政府控告《新莱茵报》违反了诽谤法的案件，此案又涉及四项控告。为何如此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80页有一篇标题也是《<新莱茵报>审判案》的文章（刊登于1848年12月6日的《新莱茵报》第161号上），文章写道：

科伦12月5日。几天以前，《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又被传到法院侦查员那里去受侦讯。《新莱茵报》的下列四篇文章引起中央政权以诽谤罪名对该报提出控告
[a]

 。

《新莱茵报》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柏林、彼得堡、维也纳、布鲁塞尔和那不勒斯今后以诽谤罪名继续不断提出的控告。

12月20日，将开庭审理《新莱茵报》contra〔反对〕检察机关和宪兵的第一个审判案
[b]

 。

我们至今不曾听说过莱茵省哪个检察官曾运用Code pénal〔刑法典〕的哪一条去对付一切有明显而粗暴的违法行为的莱茵省权力机关。

“应当区别对待！”——这就是勇敢的莱茵省检察机关的座右铭。
[c]



下表就是这两个案件的大概情况介绍：

[imag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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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诽谤”“侮辱”的法律解释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中收有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发言初稿》一文，即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庭审发言的初稿。将其与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中《<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的发言一文相比较可以发现，这篇文章更具有法律专业性。但两篇文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根据对刑法典相应条款的分析，驳斥了对报纸编辑部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的控告。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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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言的小册子《两个审判案》扉页（1849年科隆出版）


（一）引发“检察长和宪兵”案的新闻报道


科伦7月4日。……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内克
[d]

 的住宅，他们一进门就马上粗野地把女仆推开，然后悄悄地沿着楼梯爬上楼去。3个人留在前厅，4个人闯进寝室。这时安内克和他的即将分娩的妻子还没有起床。这4个法庭的得力骨干中，有一个一早起来就喝了不少Geist
[e]

 、白酒和伏特加酒，走起路来已经有点摇摇晃晃。

安内克问他们要干什么。“跟我们走！”……他们要安内克赶快穿好衣服，甚至不许他同妻子说几句话。在前室里，他们不但催逼，而且动起手来，有一个宪兵把一扇玻璃门打得粉碎。他们把安内克推下楼去。4个宪兵把他带到新监狱，3个留在安内克夫人那里看守着她，等候国家检察官到来。

根据法律，在逮捕人的时候至少要有一个法警的官员——警察署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场。但是，既然人民已经有了两个保护自己权利的议会（一个在柏林，另一个在法兰克福），还要这样的形式手续做什么呢？

…………

据说，似乎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星期内在莱茵河畔的科伦城里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1848年的其他一切产物。茨魏费尔先生的确不是一个怀疑论者！

茨魏费尔先生不是把执行权和立法权集于一身了吗？也许最高检察官的荣誉可以用来遮盖人民代表的难堪吧？我们要再次翻一翻我们心爱的速记记录，让读者看看人民代表、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活动的全貌。（马克思，恩格斯，1958：190-192）

检察官以上述报道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以及抓捕安内克实施活动的宪兵造成诽谤、侮辱为由，对《新莱茵报》的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二）案件审理依据的法条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法庭上进行了发言陈词，这两篇发言稿收录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马克思，恩格斯：1961：262-285）中；另一篇相关文章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中，题为《<新莱茵报>审判案发言初稿》（马克思，1982：461-466），收录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栏目里。后文“发言初稿”是一份草稿，其中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认，但从可见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它是前文“马克思发言”的一部分。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中马克思根据对法国刑法典相应条款的分析，驳斥了对报纸编辑部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控告，其主要观点如下。


1.“诽谤”和“侮辱”不能故意混淆


如前所述，该案为诽谤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标题分别为《马克思的发言》和《恩格斯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当时普鲁士刑法典第222条和第367条进行分析，因为这两条是与诽谤相关的条文。第222条内容是：“如果行政机关或司法部门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某种口头侮辱，使他们的名誉或尊严受到损害，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

对照上述条款，马克思认为控告他们侮辱了检察长茨魏费尔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因为条文中只涉及“口头的侮辱，没有谈到书面的或报刊的侮辱”，而《新莱茵报》上刊登的文章当然不属于“口头侮辱”。另外，1810年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贝利耶先生还对该条做过解释
[f]

 ：“总之，这里所指的只是破坏社会秩序、社会安宁这样一些侮辱行为，即当官员或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者由于执行职务而受到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损害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到政治等级制度了：谁敢侮辱负责人员或对他们施加暴力，那末毫无疑问，他就是犯了罪，但是他引起的乱子比起侮辱法官来要轻一些。”对此，马克思的理解是：“仅仅是在发生下面情况的时候：有人企图发动暴乱推翻法律，或者阻挠现行法律的实施，即反抗执行法律的官员，妨碍官员，使他无法执行职务。”如果只是发发牢骚，说些侮辱人的话，是较轻的。另外马克思强调：“这个解释指出，必须是：（1）在官员执行职务时受到的侮辱，（2）当面对他进行的侮辱。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是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秩序。”（马克思，恩格斯：1961：267，凡是引证同篇的，不再标注）《新莱茵报》刊登的文章既不是在官员执行职务时，也不是当面的，所以《新莱茵报》的诽谤罪名是不成立的。

另外，从马克思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刑法典的第367条是关于诽谤的条款，要求有“真正能成为事实的事实”。“对于带有谴责某种缺陷，而不是谴责某种行为的詈骂和侮辱性言词……罚款16到五百法郎。”
[g]

 “所有其他的詈骂和侮辱性言词……都应受一般的行政处分。”另外，第367条结尾说道：“本规定不适用于法律允许公布的行为，也不适用于控诉人由于其职务或职责必须加以揭露或阻止的行为。”

对于上述的第367条，马克思认为，《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说茨魏费尔先生是人民的叛徒，说茨魏费尔先生发表了卑鄙的声明，说得很具体，是真实的“事实”。
[h]

 那么，如果对一个检察长的职务行为进行批评都被认为是侵犯他的名誉的话，这样就是用“妄自尊大的自以为不可侵犯的官员的虚荣心”做标准进行评判，是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把官员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诽谤成立的条件是“陈述了一个虚假的事实”。如有新闻报道如此描写：“某某于某时某地偷了一个银匙子。”如果是真的偷了就是事实，不是诽谤。但如果新闻报道写道：“某某是天生的小偷。”但写的人，或记者编辑都拿不出证据或事实来证明新闻中写的是真实的，那就是侮辱。但是，马克思认为《新莱茵报》报道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马克思在辩护发言中对他理解的诽谤和侮辱概念进行了说明，以表明《新莱茵报》报道的是事实，不存在第367条所说的“侮辱”情况。马克思指出，第367条结尾写明：“法律允许公布的行为，也不适用于控诉人由于其职务或职责必须加以揭露或阻止的行为。”而“检察机关不把第367条而把第222条用到我们
[i]

 身上呢？因为第222条是不明确，它使人们有更大的可能用欺骗手段达到谴责所想要谴责人的目的”。马克思在这里揭露了想加害于《新莱茵报》的检察官们。


2.“诽谤”中虚假或真实事实认证


上文中提到的刑法典第367条，其详细的规定是这样：“凡在公共场所或公共集会上，或在真实的和正式的文件中，或在已刊印的或未刊印的文章中（只要这些文章已经张贴、出售或分发），指责某人有如下行为者则犯有诽谤罪：如果这种行为确已发生，就会引起刑事警察或违警警察对此人的追究，或至少引起公民对他的鄙视或憎恨。”另外，还有第370条对此做了如下补充：“如果指责所根据的事实按照法定手续查明属实，则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受任何惩罚。——只有以法庭判决或其他真实文件为根据的证据，才算是合法证据”。

对于上述这些条文，恩格斯以涉及本案的“诽谤宪兵”为例进行说明：“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内克的住宅，他们一进门就马上粗野地把女仆推开”，等等。

宪兵的粗暴自然会引起“公民对他的鄙视或憎恨”。而报刊向舆论揭露宪兵这种逞凶肆虐的行为，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如刑法典第370条所规定的：“只有以法庭判决或其他真实文件为根据的证据，才算是合法证据。”那报刊只可以公布法庭判决，就是说，“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

[image: picture]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李天祥、赵友萍画）


三、法庭“高尚的特权”——司法的责任


在《新莱茵报》审判案发生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旧法律和社会进步的矛盾。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典中的这些条款制定时，专制的普鲁士还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因为有检查，报刊上不可能对官员进行批评。但随着“三月革命”和“十一月政变”的发生，报刊也获得了出版自由，官员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举世周知的事情。但在旧的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时候，马克思认为陪审员应该挺身而出，对旧的法律做新的解释，使它适合于新的情况。因为陪审法庭的特权是：陪审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验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
[j]



对此，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

诸位陪审员先生，一般说来，如果你们要像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把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运用于报刊
[k]

 ，那末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这样你们就是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如果现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刚刚达到的阶段发生显著的矛盾，那末，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这是陪审法庭的最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马克思，1961：274）

从上面所述的马克思的发言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法律本身可分为“真正的法”与“非真正的法”。法律也仅仅是用文字表述的，当法院的法官和审判者们面对这些条文和文字时，应该做出怎样的理解和判断呢？应该本着法律的“精神”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并没有将“立法高于司法”作为一项一成不变的铁定规则，而是号召司法人应勇于承担起“改造”法律的责任。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当旧的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应该挺身而出，对旧的法律作新的解释，使它适合于新的情况。”

在这两篇发言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地阐述了司法的职责，蕴含着丰富的司法思想：（1）当法律与社会发生矛盾时，或者说当立法权的行使与社会的价值预期不相符合时，不是要使社会屈从于过时的法律，而是要使法律适应于社会的发展。（2）法庭的“高尚特权”就在于改变落后的立法，使其满足社会的要求。从表面上看，这种“改变”只是针对个案而言，但它却会影响此后成千上万类似的案件，即发挥极大的社会影响。（3）法庭对法律的解释既依存于文字又超越文字形式本身，是以时代特色、权利依据和社会需要来对其进行解释的。（胡玉鸿，2002：5）这里所谓的以法律精神和社会发展现状来解释法律的要求，实际上仅仅是对过时的条文的效力的否定，并非以“超越法律”为目的。

正如恩格斯所言：“陪审法庭的特权是：陪审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验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


四、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一贯性


马克思革命生涯早期撰写的第一篇且发表了的政论文章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写于1842年1月底至2月初，于次年2月辗转送到瑞士才发表，因而在发表时间上略晚于后写的、连载于《新莱茵报》上的第一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后者写于1842年3月和4月之间，连载于1842年5月的六期《新莱茵报》上。恩格斯也在1842年6月写过《普鲁士出版法批判》一文，发表于同年7月14日的《莱茵报》上。这几篇论文都以反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主张新闻出版自由为主题，可以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姊妹篇。

1849年2月7日，因《新莱茵报》被控侮辱和诽谤罪而受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做了辩护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并发挥了他们1842年文章中的观点。比较1842年和1849年他们发表的文章，他们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观点前后是一贯的。

当然，有人会说，《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只是马克思不成熟的作品，因而其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新莱茵报>审判案》中马克思的发言是在《共产党宣言》之后，这时的观点肯定不能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现存关系、同最高权力机关作斗争是不够的。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可见，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是一贯的。

恩格斯在发言中对陪审员说：由于我们敢于揭露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做出正确的结论，便遭到当局的迫害。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要不要维护出版自由？要不要维护三月革命的成果？

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实，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恩格斯，1961：285）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同的自由、新闻自由或出版自由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宪法中所肯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即包括出版权、批评报道权、传递权等等，这些并非有人所述的抽象的权利，而都是作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所应拥有的基本权利。


（一）自由报刊的本质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篇发言来看，我们对自由的报刊，或主要指自由的报道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在任何社会中，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问题在于“精神的自由”是否比“反对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客观唯物主义者认为，如果作为“普遍自由”的实现的“自由的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自由”应当被摒弃的话，那么，作为特殊自由的实现的刊播禁令就更应当被摒弃了，因为如果类是坏的，种还能是好的吗？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自由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把曾被他们摒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再当作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这类装饰品自然也包括普鲁士王朝的出版法。

但真正的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威胁每一生物的生命的危险就是该生物丧失自我。而不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姑且不谈道德上的后果，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没有玫瑰的刺，就生不出玫瑰花！这如同没有批评，也就不是《新莱茵报》一样。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是认识不到的，有了自由的报刊，会丧失什么呢？丧失的一定都是脏腐、不需要之物！

正如马克思所述：“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马克思，1995：179）

这正如马克思在发言中所述：“诸位陪审员先生，一般说来，如果你们要像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把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运用于报刊，那么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这样你们就是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


（二）中国新闻改革需要马克思的新闻法治思想指导


恩格斯在谈到所谓诽谤侮辱言词的认定时指出：

如果你们按照检察机关的意旨解释“憎恨和鄙视”这两个词，那末，只要第三七○条
[l]

 还有效，出版自由就会完全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怎么能履行自己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呢？只要报刊向舆论揭露这种逞凶肆虐的行为，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而且如果按照检察机关的愿望办事，还要被判处徒刑、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只有下述情况例外，即报刊可以公布法庭判决，就是说，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恩格斯，1961：280）

这与马克思的报刊出版自由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反过来看，没有自由的报道也就没有出版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揭露社会现象的权利，报道他所目睹的事情，不以政府当局的利益而改变，这是对读者的知情权负责。报纸刊载抨击地方检察机关和宪兵的文章只是在履行其揭露的职责，只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不应该视为侮辱或诽谤。“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

反观我国现状，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出现的利益矛盾中，新闻媒介迫于权力的压力不能理智地对待，而是失去独立思考地谄媚于一些权力机关，忘记了新闻媒介的责任，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少的，这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新闻媒介具有监督的作用。既然是监督，就应该是相互的，不能以上下级来划分界限。但党和政府的政策规定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的一条规定，但是显然它的存在有极大的不合理性，给地方媒体的批评监督造成很大的困难，造成很多无人能监督的权力真空。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如果记者编辑做的“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新闻媒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事业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但毋庸讳言的是，新闻出版体制本身没有实质性改变。如果把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称为第一期改革开放，那么，接下来的30年可以称为第二期改革开放。值此改革开放更上层楼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互联网已不可逆转地冲破了官办新闻出版体系的情况下，开启现行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之路，把新闻出版自由还给人民，不仅对于弘扬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而且对于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创造力、争取改革开放的更大成就，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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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即下表中所列的第二个案件。——笔者注


[b]
 即下表中所列的第一个案件。——笔者注


[c]
 文章中讽刺检察机关畏惧权力，但用法律对付报刊和民众毫不手软。——笔者注


[d]
 科伦群众运动的动员者，逮捕的罪名是在居尔策尼希最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笔者注


[e]
 这里指烈性酒，见原书编者注。


[f]
 类似于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司法解释。——笔者注


[g]
 这里依然指的是侮辱，即嘲笑某人的真实的缺陷，但并不包括对不适当的某种“行为”的詈骂。——笔者注


[h]
 也可理解为对其行为的批评，而不是一般性的“詈骂和侮辱性言词”。因为第367条结尾的规定就是最好的注解。——笔者注


[i]
 指《新莱茵报》。——笔者注


[j]
 这些东西都不是神圣的，会随着革命而被改组掉。——笔者注


[k]
 马克思这里指的是故意的歪曲运用，将批评官员不当行为误认为是侮辱的做法。——笔者注


[l]
 该条内容为：如果指责所根据的事实按照法定手续查明属实，则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受任何惩罚。——只有以法庭判决或其他真实文件为根据的证据，才算是合法证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9）。——笔者注


维护不同意见自由斗争的权利——关于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的考证


张金玺　陈一点



1849年3月12日，在1848年三月革命中被驱逐，但年底旋即在复辟浪潮中卷土重来的普鲁士王权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三个议案：俱乐部法、招贴法和出版法，拟对普鲁士境内的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权利实施严厉管制。它们被马克思称为“浸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马克思，1849a：432）。恩格斯的《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一文，评析了1849年4月13日普鲁士议会对招贴法所展开的辩论，通过对左、右两派辩词的犀利批驳，捍卫了无产阶级参与社会不同意见自由斗争的权利。


一、《关于招贴法的辩论》的历史背景


1848年革命前夜的德意志仍保持自公元9世纪以来的分裂状态。1815年推翻拿破仑统治之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38个君主国和独立市保持“绝对独立”，其中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国力最为强盛。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各邦的国籍法限制了人口流动，导致工业中心难以获取充足的劳动力；不同的货币、度量衡制度和工商业法律阻碍商品自由流通，令工商业发展缓慢。此时的德意志处于工业革命的早期，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总体而言，德意志是一个正在开始工业化的农业国（丁建弘，2012：176-177）。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德意志的市民社会较英、法等国发育迟缓，造成了封建国家的强大和市民社会的弱小。

国家分裂和封建君主专制此时已成为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阻碍，各种矛盾和危机在德意志内部酝酿。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的君主立宪政府，建立了第二共和国。随后柏林爆发了三月革命，革命肩负着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封建专制的双重任务。在席卷几乎所有德意志邦国的革命之中，1848年3月6日到19日在普鲁士发生的事件“直接决定着德意志革命的进程”（博恩等，1991：172）。1848年3月18日，柏林的革命由集会、请愿和示威游行转入巷战和街垒战。起义者控制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

 经威廉四世委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鲁道夫·康普豪森
 
[2]

 和大卫·汉泽曼
 
[3]

 组织了自由派新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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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记忆（漫画）

革命在普鲁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但德意志的市民社会尚未发展到足以对抗封建政治国家的程度。“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作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马克思，1848：541）革命之后，普鲁士王朝的官吏没有被撤换，容克贵族的势力未受打击，专制王权未受损害，革命并未推翻君主政体，君主以让步保住了政权，并从部分的失败中重整旗鼓。1848年11月，威廉四世发动政变，恢复强权地位，组成保守内阁取代自由派内阁。12月，在革命中试图以法律摧毁旧制度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被彻底解散，由议会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也遭抛弃。

1848年12月5日，威廉四世发布了一部钦定宪法。该宪法虽然规定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实质确立的是君权中心主义，它规定了国王所拥有的广泛权力，包括宣战和缔结合约的权力、决定国会的召开和解散的权力、任免大臣权及统帅权等。该部宪法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了自由主义立宪原则，如第二章规定了“普鲁士人的权利”，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住宅不可侵犯、接受审判的权利、罪刑法定、所有权不可侵犯、迁徙自由、信教自由、学问及授课自由、言论表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请愿权等内容和原则。但以上诸项权利的前提是“普鲁士人的身份及公民权，在宪法及法律规定条件下取得、行使、丧失”，可见它不承认自然权的观念。（何勤华，2000：124-125）

在全德意志的战场上，革命同样遭受了挫折，革命所成立的全德意志国民议会未能完成创建民族国家的任务，1849年3月发布的帝国宪法也中途流产。1849年7月，在军队的反攻之下，革命在德意志全境宣告失败，国民议会亦崩溃。德意志的旧制度未被摧毁，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所写，“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恩格斯，1851：5）。

招贴法等三项议案的提出显示了普鲁士王权政府卷土重来之后试图全面收紧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根据其规定，警察有权在邮政局或编辑部没收他们不喜欢的报纸，甚至可以侵入民宅搜查；对国王表示不敬者，最高可判处五年徒刑；一切会议必须在召开前24小时提出申请，凡因意外的重大事件而举行的紧急会议一律禁止；俱乐部的活动必须向地方当局提出申请并履行多种手续；露天集会、示威游行等需要得到警察局的预先批准；政治性内容的招贴禁止张贴；未经许可不得在街头出卖或分发印刷品。重重限制之下，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权利都处于戒严的情况下，“同时旁边还有绞架、普鲁士法的绞架！”（马克思，1849a：433）


二、文内主要观点分析


普鲁士政府在招贴法中主要规定了两项内容：一则凡属政治性内容的招贴，除关于合法的，即业经批准的会议的通告外，一律禁止张贴；次则在街头出卖或分发印刷品，如果未经有关方面的许可，也在禁止之列。普鲁士政府制定该项法令的理由是，“招贴和报贩会妨碍市内交通，此外，招贴还有损公共建筑物的外观”（马克思，1849b：402）。

招贴法在提出之后交由议院辩论，政治上属于温和自由主义的左派与保守右派就是否通过招贴法发生分歧，左派主张否决该议案而右派主张通过，双方由此展开激辩。恩格斯在《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中记录了这场辩论，分两部分发表于《新莱茵报》，分别对双方观点中的谬误进行批驳，并阐明他关于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观点：“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恩格斯，1849：528）（引证此篇，均见此注释，不再标注）。而招贴对无产阶级而言，是争取出版自由这一人权的最低限度的表达途径。


（一）为出版自由的虚伪辩护显示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这场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中，温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议会左派反对招贴法通过，但在恩格斯看来，其反对并非出于对出版自由的衷心维护。左派代表人物卢普
 
[4]

 在辩论中说：“世上多几张或少几张招贴，对于我们反正<！>
[a]

 都是一样”．可见对他而言，招贴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只是因为与某种“崇高的东西”发生了联系，才具有了“较为高尚的意义”。马克思曾将这种名义上为出版自由辩护，实际上与自己所辩护的对象没有任何真正关系的论者，戏称为出版自由这种“‘异国的’植物”的“欣赏者”，对出版自由其实并无迫切需要，因此也只能“偶而举出一些十分一般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敌人特别‘有力的’论据”。（马克思，18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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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代表尤里乌斯·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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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代表阿道夫·里德尔

卢普的论辩理由也印证了上述判断。他引证钦定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款，证明招贴法与钦定宪法相矛盾，因此主张否决。关于该项理由，恩格斯认为，卢普“不可能不知道，曼托伊费尔之所以钦定了宪法，只是为了以后好通过保留旧的或施行新的禁口律，来取消宪法中所包含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词句”，唯一的解释是，卢普并非真正捍卫出版自由，他追求的只是法律形式上和表面上的一致性，只要这种形式上的统一能实现，是否抛弃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倒无所谓了。卢普本人向议会右派的解释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为了说服右派在现下否决招贴法，他甚至建议在修宪时将招贴法直接写入宪法，可见其实质上对出版自由的漠然不顾。用恩格斯的话说，“他们希望的只是赶快了结那些关于原则的讨厌问题，装样子把宪法修改一番就宣布其生效，对这部宪法举行宣誓，最后使‘革命结束’”。

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表现与整个德意志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有关。与英、法等国相比，德意志的现代资产阶级出生晚，力量弱，且受到德意志各邦封建势力和年轻无产阶级的两面夹击。这决定了其革命性是萎缩的，它只希望通过和平立宪为自己赢得某些自由，因此从一开始就想与封建君主达成妥协。恩格斯在回顾德国革命时就曾这样写道：“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恩格斯，1884：19）


（二）招贴法的真正目的是限制“法定自由”


议会右派支持政府当局的招贴法。恩格斯将右派人物里德尔
 
[5]

 为招贴法辩护的逻辑归纳为：招贴“煽起激情”，“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号召无知的群众游行示威，而游行示威则会危险地<！>
[b]

 破坏秩序并超出法定自由的范围”，所以招贴必须禁止。其中不难看出当局反对出版自由常用的以下两种理由。

首先，出版自由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这是不少政府控制言论出版的一个重要官方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虽然控制言论暂时似乎能起到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但长期而言，禁锢思想、压制舆论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1842：48）真正破坏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并非出版自由，而是压制，甚至取消这种自由。相反，出版自由和公开讨论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美国法学家Thomas I.Emerson 在《表达自由制度》（The
 system
 of
 Freedom
 o
 f
 Ex
 pression
 ）一书中曾充分论证了表达自由的这种价值。他提出，表达自由是一种迈向更能适应社会变迁，因此也会更稳定的社区的方式，是一种在有益的分裂（healthy ckavage）和必要的共识（necessary consensus）之间维持平衡的手段（Emerson，1970：7；转引自王四新，2007：76）。历史经验同样证明，现代以来维持社会长久稳定的国家大多是充分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

其次，无知的群众容易被言论所煽动。用里德尔的话来说，“阅读这些<包含在招贴中的>报道的，多半正好是人民中的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不能像惯于阅读并熟悉出版物骗局的公众那样，以应有的谨慎和保留态度来衡量和检验书面报道的可靠性”。

维持言论管制的国家，时常借口人民不成熟、不能明辨是非、极易被利用而剥夺其自由发言之权利，或者苛刻地设置事前检查制度，由垄断了“真理”的政府及其官员对出版品进行审查、筛选，来供给那些不至于“毒害人民”的作品。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上述理由亦无法成立。相反，出版自由的价值之一便在于丰富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智慧。马克思曾有言，“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马克思，1842：75），压制出版自由的做法才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现实的工具”（马克思，1842：60）。扼杀出版自由便是试图让人终身处在襁褓和摇篮之中，无法获得智识上的成长。正如英国思想家密尔所言：“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密尔，1959：39）

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虽然政府常常以民众不成熟为借口反对出版自由，但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惧怕民智开化，故而实行愚民政策，使民众保持在智力和教育的低水平上，以维护统治。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个在马克思看来在自由领域堪称欧洲其他国家典范的国家，政府也曾认为“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因此“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具体而言，“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恩格斯，1845：395-396）

恩格斯指出，当局控制招贴的真正动机，是“重新把‘法定自由’限制在适合于他们的范围之内”。而这个范围恰恰排除了被称为“无知的群众”的绝大多数人民，而因此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这就是马克思所称的“众所周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自由主义”（马克思，1849b：403）。早在1842年，恩格斯就对这种虚伪的自由主义不乏讥诮地说，威廉四世“不是出版自由的死对头，他允许有这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却仍然是一种主要为学者阶层所独享的权利……他不承认任何普遍的、公民的、人的权利，他只知道同业公会的权利、独占、特权”（恩格斯，1842：540-541）。

有些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自由，但未必会真的实现自由，形式和实质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1849年的普鲁士就是如此。虽然普鲁士的钦定宪法也规定公民享有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诸项基本权利，但是“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这样，在宪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内容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事实上后者已使前者成为泡影”（马克思，1858：655）。普鲁士政府就是这样一边在宪法中给予自由，另一边又在附带条件中限制自由，在具体法律中取消自由。


（三）招贴是无产阶级最低限度的表达途径


招贴是一种特别的表达途径，表意者及对象主要是城市工人，因此恩格斯说，关于招贴法，“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一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招贴不同于普通出版物，它是“不要花费分文的”免费文学，对于经济上处于弱势位置的无产阶级而言，招贴能提供最低限度的表达途径。此外，招贴促进竞争性观点和信念的交流沟通，并能集聚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个人，形成直接对话的公共领域，是“影响无产阶级的主要手段”。关于招贴对于城市工人的特别意义，恩格斯在《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中这样写道：

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

基于招贴的这种独特作用，恩格斯强调，维护招贴的自由就是“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

恩格斯对招贴的维护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自由观息息相关。在他们看来，出版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非某一阶层或部分人的特权。恩格斯在谈到出版自由时说，这项权利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恩格斯，1844：695）的自由。而马克思也曾说：“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难道你们愿意把成为精神存在物的特权仅仅交给个别人吗？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马克思，1842：90-91）他们都强调，自由的主体是“每个人”。

正因为出版自由是一项人人得享的普遍权利而非特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身份、经济地位等外部条件之差异，不能成为个人享有自由多寡的原因。自由一旦为某个阶级所专有，无论是因为该阶级具有特定身份，还是人数众多，还是拥有丰厚资金，自由都不再是普遍性人权，而成为一种徒具“自由”之名的特权。允许每一个人享有自由，就意味着允许在意见领域有自由竞争，允许不同阶级通过出版开展斗争，用恩格斯的话说：“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

恩格斯也清楚地表明，在彼时阶级力量对比和利益关系中产生的普鲁士仍然缺乏容忍出版自由的空间，他说：“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而禁止招贴，正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它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出版方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强调出版自由对于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将其称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把争取出版自由视为无产阶级“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恩格斯，1865：86-87），但其立意之基础，乃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之现实考量，而捍卫其最低限度的发言与交流信息的自由，并非主张取消对立阶级之自由。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之穿凿附会，不能代表其原意。


三、不同语言版本的考证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原文是德文，发表于《新莱茵报》。本文考证所依据的中文版本为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六卷第518~530页，该中文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本项考证中拟对该文的中文译文和德文原文做一比对，并以英文译文作为考证之辅助版本。考证依据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六卷，题为“Die Debatte üer das Plaktgesetz”，由柏林狄茨（Dietz）出版社于1959出版；英文版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九卷，题为“The Debate on the Law on Posters”，由Progress Publishers of the Soviet Union、Lawrence&Wlshart （Londonj和Intemational Publishers（New York）联合出版。经对比发现，中文译本个别之处有偏离作者原意、措辞欠准确、漏译或拼写错误等问题。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只能择其要者呈列如下。

（1）中文版第518页最后一段至第519页第一段“那个曾经被革职……的卢普”一句中，德文版中的“suspendiert”和英译版中的“suspended”均意为“停职”。较之“停职”的暂时、短时性（einstweilen），中文版使用“革职”显得言过其实。

（2）中文版第518页第三段“然而对待政府的法案，是不能通过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的决定的”一句令人费解。首先，“法案”二字宜译为符合德文原文“Regierungsvorlagen”意思的“议案”“提议”。此外，此句中“决定”二字译得没有来由，根据原文“üergegangen werden”，该句宜译成“不能以转入讨论当前事务为由绕过政府议案”。

（3）中文版第519页第四段“这个法案肯定列为本次会议所必须讨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中，“法案”所对应的德文原文“Gesetzesvorschlag”意为“法律建议”，相当于汉语中的“议案”“草案”或“提案”，经议会通过方可称为“法案”。（这种情况在全文多次出现，如第520页第三段“这个法案跟卢普先生所断然拒不承认的钦定宪法相矛盾！”中，原文“der Entwurf”亦不应译作“法案”，此处不一一列数。）该句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最重大问题”的翻译也不甚准确。按照德文“in die Reihe”的表述，应译为“最重大问题之一”。英文译文采用“one of the ost important”，就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4）中文版第522页第三段，“那时他们就可以过宪制的安静生活，照章行事”一句，把原文“des konstitutionellen schkndrians”中“宪制”所修饰的中心语“疲乏、懈怠”（schkndrian）拆译成“照章行事”，是不够到位的。对照英译版的“constitutional routine”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批评语气。宜译成“那时他们就可以过宪制的懈怠安逸生活了”。

（5）中文版第526页第五段“凡是有助于在无产阶级中保持革命毅力的一切东西，都要取缔！”，以及同页第六段“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之中，“毅力”一词与德文原文的“Leiden-schaften（热情、激情）”的含义相去甚远。“毅力”宜译为“热情”。

（6）中文版527页第三段中“同样我们也决不幻想采用唯一能使我们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一句，“唯一”是作为“手段”的修饰成分出现的；而在德文原文“durch die unsere Partei allein zur Herrschaft gelangen kann”中，“唯一（allein）”是修饰“我们党（unsere Partei）”的。因此，宜译成：“同样我们也绝不幻想有方法能光凭我们党的力量就能取得政权。”

（7）中文版528页第一段“现有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中“根本”二字在德文原文中是没有的。原文使用的是“überhaupt”一词，联系英译本对应的“in geneml”可知，该句宜译成：“现有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大体上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

（作者张金玺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一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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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年至1861年在位。


 [2]
 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普鲁士工业家、银行家、政治活动家。1848年革命后被任命为内阁首相，同年6月其内阁被解散。


 [3]
 大卫·汉泽曼（1790—1864），普鲁士企业家、银行家、政治活动家。1848年革命后参加康普豪森内阁，任财政大臣。同年6月在新成立的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中仍任财政大臣，实为该届内阁的决策者。他试图进行财政改革，遭容克地主反对，于9月被迫退出内阁。


 [4]
 弗里德里希·卢普（1809—1884），德国神学家、时评员、高校教师。对德国“光明之友”运动和自由团体发展运动有重要影响。


 [5]
 克里斯蒂安·里德尔（1804—1882），德国农民政治家。曾担任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萨克森州议会议员。


[a]
 惊叹号为恩格斯引用时所加。——笔者注


[b]
 惊叹号为恩格斯引用时所加。——笔者注


无产阶级办报刊的使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评析


杨保军　陈　硕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Anktündigung der 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简称《出版启事》）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简称《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前为该杂志撰写的一则出版启事，于1849年12月和1850年1月、2月刊登在《新德意志报》（die Neue Deutsch Zeitung）等几家报纸上。这则原文数百字的启事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基本情况、主要任务和该杂志的征订方式，并对报刊的作用做了论述。

1849年《新莱茵报》（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停刊后，《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作为该报的延续于1850年在德国汉堡发行，共出版了六期（其中第五、第六期为合刊），总结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经验。这则出版启事体现出马克思对报刊功能的基本认识，作为一则征订广告也促进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发行量的扩大，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出版启事》发表的历史背景



（一）大背景：无产者交往水平的发展


对《出版启事》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大工业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其精神生活亦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交往水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迅速进步，体现为交往行为的日益密切。

[image: picture]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封面

交往行为的密切，与工人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阶级产生对交往的强烈精神需要——当时的工人阶级“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
 
[1]

 。

交往行为水平的发展还体现在工人知识水平和媒介素养的提升上。《<共产主义杂志>发刊词》中写道，“今天的无产者，谢谢有了印刷技术，有许多人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
 
[2]

 。工人掌握了文字，能够读书看报，提升了文化素养。而印刷崇拜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工人阶级只读书不思考、不检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成熟了，我们也要试图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3]

 。工人对封建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报道内容不再盲从，产生了质疑的态度。

最终，交往水平的发展促进了工人联合，也使工人阶级产生了更高层次的交往需求。而报刊作为定时出版物，是一种现实中反映时代精神的交往媒介，能够实现无产阶级更高层次的交往需求，使得工人在社会上形成了庞大而完善的交往体系。工人需要精神食粮，产生了阅读报刊的强烈需求。


（二）具体事件：工人阶级联合和革命运动


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和《出版启事》的诞生，回顾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是杂志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认为，交往行为的发展加速了工人阶级联合，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会展开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发动革命。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促成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具
[a]

 ，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有了联系。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只在地方范围内发生而性质又都相同的斗争汇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的斗争了。本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因为交通梗阻而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因为铁路交通便利而只消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4]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5]

 。

在三大工人运动之一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之后，德国诗人海涅在一首诗中总结：“我们编织了三重诅咒……一重诅咒我们祈祷的上帝……一重诅咒富人们的国王……一重诅咒虚伪的祖国。”
 
[6]

 工人运动将矛头指向了“国王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封建制度，开展了一场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三大工人运动皆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工人力量的结合、革命的爆发，使得办一份宣传科学理论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报刊成为一种现实需求。《新莱茵报》就是一份这样的报纸，这份报纸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紧密联系运动实际，努力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而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更是直接推动了《政治经济评论》和《出版启事》的诞生。

1848—1849年，在法国和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都爆发了革命。其中法国和德意志的革命斗争最为激烈。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工人市民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民众起义在6月被镇压。共和派因镇压群众和剥夺人民权利而得不到人民支持，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拥护君主体制，因此在随后11月的总统选举中，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获胜。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共和派已无力阻挡君主势力卷土重来。革命最终失败。

而在德国，1848年3月爆发了三月革命，工人市民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果实最终落入了大资产阶级手中。11月，新的皇族政府排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君主制在德国恢复。到1849年年底，各国的革命都进入了低潮。

这场欧洲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基本过程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新兴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在夺取胜利之后排挤无产阶级，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封建势力借机反扑，导致资产阶级政府下台，帝制复辟，革命最终失败。

1849年革命进入低潮期后，应当针对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经验进行详尽而科学的分析，这就是《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任务。在出版的六期《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所刊发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对1848年革命做出的形势分析和经验总结。这场革命是《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出版的直接原因。


（三）继承与延续：《新莱茵报》的创办和停刊


《出版启事》首段就指出：“本杂志以《新莱茵报》为名，应视为该报的延续。”
 
[7]

 （凡是引证同篇的，下文不再标注）因此，对《出版启事》进行考察，应该将《新莱茵报》与《政治经济评论》视为一个系列延续的报刊，不能孤立地分析《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新莱茵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被迫停刊，这是出版《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重要原因。

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8]

 马克思决定创办报刊的目的，就是领导群众运动，使群众掌握批判精神和科学理论，使这份报纸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莱茵报》（die
 Rheinische
 Zeitung
 ）的发展与延续，1843年6月1日《新莱茵报》在科伦创刊。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它当时举起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旗帜，但它“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
 
[9]

 。

《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1日创刊，9月27日因实施戒严而停刊，10 月12日重新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出版最后一期，该报社涉及诉讼案就有二十多次，多名工作人员面临被捕的危险。普鲁士政府在以法律手段迫害马克思等人失败后，拒不恢复马克思的国籍，1849年5月16日宣布剥夺马克思的“外人待遇法”，驱逐其离境。恩格斯也被指控犯了刑事罪，《新莱茵报》的数名其他工作人员或被驱逐或面临法律制裁。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完最后一期报纸，向读者告别。

恩格斯这样评价《新莱茵报》：“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10]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希望出版一份新的报刊，弥补党的报刊的空缺，以能够指导革命。而这份报刊可以在名称和内容上延续《新莱茵报》。经过马克思和其他人的努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于1850年诞生，而《出版启事》为该杂志的诞生和征订发出了先声。


二、《出版启事》发表的经过


1849年《新莱茵报》停刊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德国西南部做了一次旅行。6月初，马克思从宾根出发，前往巴黎，而恩格斯去了瑞士。在此期间，马克思一直没有放弃办一份新刊物的努力。8月1日，马克思在巴黎写信给身在瑞士的恩格斯，信中写道：“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写稿的主要应该是我们两人。”
 
[11]

 在此时，马克思已经确定这份要出版的新报刊是以月刊的形式发行，由马克思、恩格斯主笔。

[image: picture]


马克思和恩格斯[汉斯·默克泽尼（Hans Mocznay）绘制]

之后，他又于8月23日写信邀请恩格斯一起来伦敦着手新刊物的创办工作，“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
[b]

 有肯定的希望。一部分钱已有保证……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
 
[12]

 。此时，法国政府要驱逐马克思到摩比安省，马克思不愿留在法国，但由于瑞士政府不给他提供签证，他无法前往瑞士同恩格斯一起工作。马克思只能前往伦敦，他希望在伦敦与恩格斯一起创办这份杂志。之后他乘船来到伦敦。在伦敦，马克思主要从事三项事业：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德意志教育协会流亡代表身份开展活动，以及筹建新的月刊。

但是，在办刊初期，马克思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包括时间紧迫、资金缺乏等。9月5日，马克思在伦敦写信给《新莱茵报》编委之一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信中提到，“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创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13]

 。

《西德意志报》（die Westdeutsche Zeitung） 1849年10月17日的报道中称，“我们从伦敦获取的消息显示，马克思博士将出版一份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已确定这份报刊的名称……将延续以前的报刊名称”。这些信息显示，马克思决定让这份新出版的政治经济评论延续《新莱茵报》的名称，继承《新莱茵报》的影响力。

在1849年的年底，马克思一直为寻找资助者和出版社而努力。经过一番努力，他筹集了办刊的初始资金（马克思卖掉《新莱茵报》的印刷设备，得到了一笔资金，但其余的资金是如何筹集的已难以考证），并找到了出版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会员奥太多尔·哈根为马克思寻找到汉堡的出版商舒贝特。经过协商，舒贝特支付版费，马克思支付发行费，二人共同负担广告费，目标是筹集500英镑的资金；而康拉特·施拉姆去美国筹集资金。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1849年12月中旬，康拉特·施拉姆以出版者的身份，与舒贝特书局和汉堡的印刷厂主科勒尔签订了印刷和出版合同。

恩格斯通过努力请人在伯尔尼刊登了《出版启事》。12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约瑟夫·魏德迈，将《出版启事》稿交给魏德迈。从这封信中考证，马克思为了筹办《政治经济评论》写信给魏德迈的目的有二：一是委托他在德国的报纸上刊登这份《出版启事》，信中他提道：“我请你把附上的广告
[c]

 登在你们的报纸
[d]

 ，但是只能在《科伦日报》登出了汉堡书业经理人的广告以后再登。你可以把抄件寄往威斯特伐里亚”
 
[14]

 ；二是希望魏德迈能够为《政治经济评论》撰写文章：“因为你就住在德国，详细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清楚，所以你也许可以抽出时间，简明扼要地把南德意志的情况以及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的杂志写一写。”
 
[15]



马克思的第二个目的却未曾实现。魏德迈仅在1850年1月中旬撰写过一篇名为《来自德意志南部》的评论，却因为首期《政治经济评论》的版面有限而未被刊登。但马克思刊登《出版启事》广告的努力却得到了响应，《出版启事》得以在《新德意志报》上刊载。

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之后，恩格斯也在12月22日从伦敦写信给瑞士的雅克布·沙贝利茨，交给他《出版启事》，并请他在报纸上代为刊登。他在信中写道：“请把附上的广告
[e]

 登在《国民报》
[f]

 上，如果你有时需要广告来填补空白，就请你首先用这个广告。”
 
[16]

 在这之前，《出版启事》通过恩格斯的努力已经刊登在《伯尔尼报》上。除此之外，恩格斯还希望沙贝利茨能够在瑞士推销《政治经济评论》，“如果你或者你的老头
[g]

 愿意承担在瑞士推销杂志的任务，并与我们直接建立账目联系，我们是非常乐意的”
 
[17]

 。

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努力，《出版启事》作为征订广告被广泛刊登在多家报纸上，最早发表在1849年12月27日的《伯尔尼报》（die Berner Zeitung）上，接着是1850年1月8日的《西德意志报》、10日的《杜塞尔多夫日报》（die Diisserdofer Zeitung）和《瑞士国民报》（die Schweizerische Zeitung），以及1月16日、26日和2月5日的《新德意志报》上。

1850年3月，在《出版启事》刊登后两个月，《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才开始印刷出版（马克思1月底生病了，加上他的手稿字迹难以识别，这些都是杂志推迟印刷的原因）。11月，最后一期（双刊号）《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后，这份杂志由于缺少资金和警察封锁而停刊。


三、《出版启事》中体现的新闻观念



（一）报刊的使命


在《新莱茵报》审判案的法庭上，马克思就曾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18]



《政治经济评论》作为《新莱茵报》的延续，也继承了马克思办《新莱茵报》时的新闻观念。在《出版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对报刊的使命展开了详细的阐述。

在《出版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使命：“本杂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发表一些探讨过去事件的评论来阐述《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来的一段时期。”而将其推广之，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出版启事》中，还就报纸的任务展开了更具体的讨论，总结出报纸的四点任务：每日干预工人运动；为运动发表即时的演说；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连续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报刊应该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发挥政治作用。


（二）报纸与杂志的分工


这份《出版启事》中具体就报纸和杂志的不同特点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了二者在时效、深度、刊登内容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也论述了在当时革命形势下出版《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报纸和杂志作为两种不同的平面媒体形态，在政治运动中有着不同的分工。《出版启事》第二自然段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长处。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探讨各种事件，并且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论述报纸、杂志的不同特点，也是为了证明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出版一份月刊的必要性。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报纸和杂志的不同作用是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进行分析的。1842年，马克思曾就一篇讨论国家制度的长论文指出：“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19]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报纸和杂志的分工是不同的：报纸注重时效性，通过有机运动不断与实际产生联系；而杂志适合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分析。

《新莱茵报》和《政治经济评论》两份报刊的不同内容也体现出报纸、杂志分工的不同特点。从《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分工和架构可以看出这份报纸的主要内容：《新莱茵报》总共有八名编委，马克思任总编，总揽办报方针；恩格斯负责国外部，报道德国以外的新闻，撰写评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是报纸的发行人；威廉·沃尔弗主持国内新闻部，报道德国新闻，研究土地问题和西里西亚农民问题；格奥尔格·维尔特主持小品文栏，撰写小品文、诗歌和特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是革命诗人，撰写诗歌；恩斯克·德郎克负责报道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国内生活；斐迪南·沃尔弗报道法国新闻，撰写特写和小品文。
 
[20]

 从编委会分工就可以看出，《新莱茵报》作为报纸，以报道国内新闻和国际（德国外）新闻为主要任务，同时刊登一些新闻评论和小品文。

而在《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并没有任何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都是理论分析的文章，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法国二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做了精辟分析；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等则对德国的革命进行全面探析。这些文章是对革命经验的深入总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不直接与1850年出版时的时事政治相关联。尽管杂志只出版了六期，马克思也为出版后续杂志而积极努力，但由于普鲁士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的缺乏，杂志被迫停刊，但这份杂志基本完成了《出版启事》中的既定任务。可见，对于这份杂志而言，并不需要与时事发生紧密的联系而进行有机运动，只需要完成上一阶段革命性质的理论分析，对时效性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杂志的文章是具有理论深度的，对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和社会关系做出了深刻论述。

1849年年底到1850年，马克思认为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革命即将进入低潮时对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杂志这种媒介更适合这项工作。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马克思利用不同的平面媒介形态进行政治宣传。之所以办杂志而不办报，也是马克思在革命斗争形势下做出的一种妥协。马克思在筹办《政治经济评论》时，在政治上面临着普鲁士政府的迫害，经济上面临办报资金的缺乏，而国际革命形势也逐渐由高潮转向低谷，一些欧洲国家的封建势力扑灭了革命的火种，夺取了革命果实，因此只得出版一份月刊。相对于日报，月刊对办刊经费要求低，容量上也更小。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中，马克思谈道：“最初它仅能以评论刊物的形式每月出版一次，篇幅近5印张……编辑部打算在经济条件一旦允许的时候，就使《新莱茵报》每两周出版一次，每次5印张，或者，有可能的时候就出版像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而只要情况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
 
[21]



由此可见，除了革命形势发展方面的原因，以月刊形式出版《政治经济评论》也是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因为没有充足的办报经费。马克思希望在革命条件满足和资金充足时将杂志改为半月刊，继而改为周刊、日报。只有办报经费充足，使之成为更经常的出版物，才能够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达到办报刊的目的。


（三）广告与报刊发行


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早期，报刊没有被当成企业经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报刊影响力的扩大，工人报刊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和正规化，报刊虽然是精神交往的载体，但同时也有商品属性。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人民论坛报》就是一份不注重经营发行的免费报纸，最终发行人海尔曼·克利盖欠下大笔债务，报纸也被迫停刊。马克思还是一名经济学家，恩格斯也有多年的从商经历，他们在办报刊时注重报刊的商品属性，看重报社的经营状况，希望报刊在经济上能取得成功。

马克思的经历使他对筹集办报资本的难度深有体会，他知道物质资本对维持报刊经营的决定作用。1847年时，鼓吹“精神资本”的德国政论家海因岑与美国资本家合办的报纸因资金缺乏而停刊，马克思对此评论道：“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
 
[22]



《新莱茵报》在办刊初期就曾经面临资金的困难，《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中谈道，“《新莱茵报》在各方面都有着取得成功的最好的前景，但是这里也遇到了经费问题”
 
[23]

 。为了《新莱茵报》的事业，马克思除了筹集和接受捐赠资金外，甚至变卖了许多个人财产，以维持报纸的经营。他在一篇给魏德迈的书信中提道，“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七千塔勒以上”
 
[24]

 。但是，仅仅依靠马克思有限的私人财产维持一份大型报刊的日常经营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在办《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之前，马克思也缺乏初始资金。

因此，《出版启事》除了阐述《政治经济评论》的基本情况，也是作为杂志的一份征订广告出现的，马克思在报纸上刊登《出版启事》有着自己的经济目的，他希望通过广告扩大杂志的发行量，维持杂志的经营，扩大征订量，达到更广泛的传播影响和获取必要的办报资金。

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广告对于书刊发行的重要推广意义。1852年，为了推广他的一本小册子，他在一封信上曾提道，“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25]

 。对于《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他也采取了广泛刊登《出版启事》广告的形式吸引订户。

马克思重视订户的数量。只有发行量增长了，才能够扩大报刊的影响，并且争取更多的广告客户。在1849年12月19日致魏德迈的信中，他也提道，“我们除了希望通过书商推销外，还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推销，就是我们党内的同志组织订阅，井把订户名单寄给我们。目前我们还不得不把价格定得相当高而每期的篇幅并不多。如果我们的资金因杂志销路甚广而增加的话，那末，这些缺点就会得到克服”
 
[26]

 。

达成经济目的只是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才是目标。马克思希望《政治经济评论》是一份政治独立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报刊，如果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资助，报刊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莱茵报》和《新莱茵报》都是打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旗帜，尽管《新莱茵报》在各个场合多次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但是还不能够摆脱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因此，经济上的不独立，将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独立。

即使不依靠资产阶级的资助，只在党内筹集资金，也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对党和党的报刊的关系有独到的认识。他希望办一份金钱方面不依靠党的报刊，以便有条件抵制错误思想的支配，从根本上捍卫党的利益，承担一个党报编辑所应负的崇高职责。恩格斯在谈到党报与党的经济关系时曾说：“马克思与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
[h]

 ，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
 
[27]



因此，从《出版启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党报经营思想。经济上通过扩大发行自给自足，保持党和党报的相对独立关系，办一份不依赖于党的党报，这是马克思的办报追求。


四、对《出版启事》的评价



（一）历史意义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的发表在当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使革命者了解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任务，促进了该杂志的征订，也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报纸杂志分工的思想。

《出版启事》阐述了报刊的作用和报纸杂志的不同分工。马克思对报纸杂志的不同特点做了简明扼要的分析，指出了二者在时效性和深度的区别，《出版启事》的第二自然段内容成为关于杂志功能的经典论述。

《出版启事》介绍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基本状况。作为《新莱茵报》的延续，这份杂志是一份月刊，《出版启事》介绍了其主编、出版人、内容和订阅方式等基本信息，有利于受众对该杂志进行充分了解。

《出版启事》阐述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主要任务。《政治经济评论》是一份总结性的刊物，对1848—1849年《新莱茵报》出版时的欧洲革命经验做出总结，将系统论述革命中各政党的性质及它们的社会关系。

《出版启事》促进了《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征订。作为一份征订广告，《出版启事》在《新德意志报》等报纸广泛刊登，扩大了杂志的知晓度，有利于提高杂志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使更广泛的受众接触党的报刊。


（二）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报纸和杂志功能的考察是着重于其政治作用的考察，对当代的党报党刊如何开展政治宣传也有借鉴意义。

在《出版启事》中，马克思指出了报纸和杂志对于推进运动的作用和不同特点。在当代，给我们的政治宣传以启示，要根据合适的内容选择正确的媒介。如在我国，党报《人民日报》和党刊《求是》杂志就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政策决定，报道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而《求是》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刊登文章进行思想战线的理论宣传，阐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日报》的报道和评论重视时效性，与现实的政治运动发生经常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而《求是》杂志科学系统地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除此之外，《出版启事》还启示党的报刊也要重视经营管理，实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赢，使政治成功与经济成功相互促进。

当今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报刊在经济上依靠党的拨款，在政治上受党的宣传部门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办党的报刊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却将报社视为“党的企业”，企业就应当采取企业的运营模式。党报党刊在负载政治使命的同时，也是商品。马克思认为，报社应当采取企业化的资本运作模式，通过召股等手段取得初始资金，再通过广告、新技术和提高办报质量促进发行量的增长，以达到经济目的。《出版启事》就是一份为了促进党刊发行的广告。党的报刊不应该依靠党的筹集拨款，也不应该免费发行。党的报刊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之后，随着订阅量的增长将扩大政治影响，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而政治成功与经济成功也是相互促进的，“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
 
[28]

 。

党的报刊在经济上独立，不但能够促成政治成功，也能更好地维护党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希望办一份经济上不依赖于党的报刊，在思想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他认为，“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29]

 。只有这样，党的报刊才能正确发挥监督的作用，在必要时有条件抵制党的错误路线，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捍卫党的利益。

但是，在分析当代党的报刊与马克思所处时期党的报刊的联系时，也要注意分析“党”的不同含义。在19世纪，“党”作为工人阶级的联盟，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缺乏统一的领导机关，也没有取得执政或参政的地位。而今日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一个有严格组织章程的政党，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本国范围内取得了执政或参政的地位。除了“党”的含义发生了改变，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也不尽相同。


五、对《出版启事》中文译本的考证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原文是德文，俄译文译自1850 年1月6日《西德意志报》第6号，第一次发表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7卷中。

现今广泛传播的《出版启事》中文译本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中。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多数内容是根据该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的，而不是由德文原文翻译的，经过转译后的中文译本中，一些词句的表达并不十分准确。

第二个版本收录于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0卷中。这篇译文的原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10卷，原文是德文。这个版本对第一版中译文中的一些语句进行了修改，最主要的修改有如下几点：

（1）谈及《新莱茵报》与《政治经济评论》的关系时，将“该报的继续”修改为“该报的延续”；

（2）论述报纸的功能时，将“能够反映当前的整个局势”修改为“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

（3）将所有“政党”改译为“党派”。

在本文中，引用的《出版启事》中译文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0卷中的新版本。但笔者认为，在《出版启事》中译本新版本中，仍然有值得考证与商榷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原文探讨报纸与杂志区别的第二自然段的翻译，下面就这段翻译中的四个地方进行讨论。

中译文这段内容是：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长处。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探讨各种事件，并且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

（1）“成为运动的喉舌”对应的德文原文是“unmittelbares Sprechen aus der Bewegung heraus”，可译为“为运动进行即时演说”。“das Sprechen”是“演说”的意思，并没有“喉舌”的意思，“喉舌”在德文里对应的单词是“das Mundsttick”。

（2）“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对应的德文原文是“die Revue gewahrt dagegen den Vorteil”，可译为“杂志提供的优点与报纸相反”。原文中用了“dagegen”一词，该词作为代副词，表示方向上相反，这里的表达与原义产生了一定的偏离。

（3）“更广泛地探讨各种事件”对应的德文原文是“die Ereignisse in größern Umrissen zu fassen”，可译为“从宏观上探讨重大事件”。“der griößer Umrissen”是指从框架轮廓，因此“广泛”一词的翻译并不准确，“广泛”可理解为从细节进行微观理解，而原文强调从大框架进行宏观理解。

（4）“die Zeitschrift”与“die Revue”两词都可以指杂志，但有一定的区别。原文第二段中提到的“Zeitschrift”交代了《政治经济评论》作为一份杂志而出现；而第三段中在论述报纸与杂志的区别时，只出现了“Revue”一词，专门指《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因此，马克思在论述报纸与杂志的关系时，是专门指政治评论类杂志与时政报刊的关系，不可以将学术杂志、娱乐杂志或其他类型的杂志包括进去。如果将第三段进行引申，需要注意这段关于杂志功能的经典论述只适用于评论性杂志。因此，笔者认为将第三段中的“杂志”译为“评论杂志”更为恰当。


（作者杨保军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硕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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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00．


 [29]
 同[27]517．


[a]
 中译文中的“交通工具”可以理解为“交往”。——笔者注


[b]
 指《政治经济评论》。——笔者注


[c]
 指《出版启事》。——笔者注


[d]
 指《新德意志报》。——笔者注


[e]
 指《出版启事》。——笔者注


[f]
 指《瑞士国民报》。——笔者注


[g]
 指老沙贝利茨。——笔者注


[h]
 指党报编辑。——笔者注


第四部分　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

按语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因而，研究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提出人民报刊思想，是在关于《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系列通讯（共七篇）中，吴璟薇对此的考证说明，《莱比锡总汇报》创办时的编辑方针和后来被查禁时的辩护，是马克思“人民报刊”理念的一个来源。她随后从六个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内涵。

以往有的文章仅把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归结为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1858年的通讯《对波拿巴的谋杀》则说明，他的人民报刊思想不论在青年时代还是在中年时代，前后是一致的。陈力丹、张勇锋经过对此文的考证，发现马克思进一步从报刊的经济来源与民意之间的关系来论证报刊与人民的关系，因而马克思写道：“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完全对人民的态度作出了响应。”


马克思“人民报刊”理念提出的背景考证——读马克思关于《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系列通讯


吴璟薇



1842年12月31日，普鲁士政府下令查禁在萨克森王国首府莱比锡出版的报纸《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并禁止该报运输途经普鲁士。这一事件引起了德国各派报纸之间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也在1843年年初撰写了七篇通讯为《莱比锡总汇报》辩论，同时阐发了自己的“人民报刊”（Volkspresse）理念。


一、1814—1848年间的德国媒介政策


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于1815年6月8日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组建了德意志邦联（Deutsche Bund）。德意志联邦由34个主权邦国和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与吕贝克四个自由市组成，其宗旨在于“保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德意志各邦的独立和领土不可侵犯”。联邦议会（Bundestag）设在法兰克福，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出任主席。

德意志联邦的成立给刚刚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人们带来了自由和统一的新希望。一些联邦成员国开始实行自由立宪改革、制定宪法，建立代议制政府，自由主义之风随之兴起，很多德国人都期盼联邦议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权力机构（基钦·马丁，2005：156）。但是，这个希望在短短四年以后就被打破了。1819年8月1目，梅特涅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波希米亚会面，建议国王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之后，德意志各大邦国的大臣们开会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uss），其中有10条法令涉及德意志联邦范围内所有报刊的印刷和发行（Koszyk，1966：53）。协议明确规定，凡少于20印张的印刷物在出版前均需检查，篇幅更长的著作，如果包含了“教唆理论和恶毒的疯狂思想”，在出版之后同样会被查禁（基钦·马丁，2005：157）。

卡尔斯巴德决议通过不久后，联邦代表大会（Bundesversammlung）在同年9月20日通过了由大臣会议（Ministerkongress）提出的新闻法。不过仅有少数邦国实施这部新闻法，后来因为民族动乱等因素，该法又多次被修改（Koszvk，1966：59）。同时也因为联邦制度自身的原因，制定的法律要尽可能表达所有邦国的意愿。所以19世纪40年代以后，这部新闻法在德意志联邦范围内仅仅具有框架法的效力，即法律只用来确定总体方针，但不规范具体的行为。这给了联邦成员国更多的自由空间来制定适合自己的新闻法律。

1819年10月18日，普鲁士修订了1788年制定的书报审查敕令（Zen-suredikt），虽然取消了审查费用，但实质上让所有的报刊都纳入审查中；同时，还成立了新的审查咨询委员会（Ober-Zensur-Kollegium），负责监督法令的实施（Koszyk，1966：59）。


二、《莱比锡总汇报》的创办和在普鲁士的发展


1837年10月1目，《莱比锡总汇报》由萨克森王国莱比锡市的布罗克豪斯出版社（Verlag F.A.Brockhaus）出版。这家出版社由著名的出版人弗里德里希·阿诺德·布罗克豪斯（Friedrich Arnold Brockhaus）创办于1814 年，他去世后一直由两个儿子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Brockhaus）和海因里希（Heinrich Brockhaus）接手。新组建的编辑团队确立了《莱比锡总汇报》的工作箴言，即“真理与权利，自由与法律”（Wahrheit und Recht，Freiheit und Gesetz）。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新闻编辑工作与很多历史记录者一样，“既不能报道错误信息，也不能隐瞒真相”（Neefe，1914：6）。记者需要在报道中“连续不断地、忠实地展现历史事实”，“不仅展示那些令人好奇的东西，而且也应该努力为后人展现全面的历史信息”。当然，新闻报道有时难免触及各方利益，所以记者“不要仅仅为了自我保全，而应该努力接近那些政治立场中的冲突矛盾和人们的诉求”，但是报道不应该从党派的利益和观点出发（Neefe，1914：7-8）。

莱比锡是一个大学城和图书贸易中心，《莱比锡总汇报》创办后发行量与日俱增，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与萨克森当局相对宽松的政策有关，这里的书报审查没有其他邦国严格（Neefe，1914：60）。有时该报的激进思想也会与萨克森当局产生一些矛盾，但编辑都能够妥善处理。

萨克森的邻国普鲁士忠实执行卡尔斯巴德决议，从1819年到1840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的21年间，不断颁发严格的书报审查法令。普鲁士当局对自由言论的暴力压制使得该国的报刊只能在审查条例的约束下惊恐生存，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持续了20年的精神“大斋期”（马克思，18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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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9月27日的《莱比锡总汇报》（现存于德国莱比锡博物馆）

《莱比锡总汇报》虽然可以在普鲁士境内发行，但却无法获得普鲁士当局的信任。因为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已经有了一些“不良”记录，他们的另一份杂志《文学谈话》（Blatterfür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在普鲁士被查禁三次以上（Neefe，1914：127）。因此，出自同一家出版社的《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的发行也障碍重重。1840年后，双方关系急遽恶化，普鲁士对《莱比锡总汇报》采取了极其严厉的审查措施。此事的导火索正是普鲁士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的上台。

1840年7月，弗里德里希四世被加冕为普鲁士新国王，该国下属的柯尼斯堡和柏林两地分别于同年9月和10月举行宣誓仪式向其效忠。
 
[1]

 9月18日的《莱比锡总汇报》增刊第262号刊登《柯尼斯堡的宣誓效忠》一文，详细描述了普鲁士人民欢庆的热烈场面（Neefe，1914：130）。然而，新任国王的讲话没有表示任何进行改革的意向，这就让希望改革的人们大失所望。

10月1日，《莱比锡总汇报》刊登前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1815年3月22日颁布法令时的讲话，这位前国王当时满怀希望地表达了在普鲁士进行改革的可能性。该报旧事重提，意在提醒新国王进行改革。第二天，该报在报道柏林市民庆祝宣誓效忠活动的最后一部分明确提出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期待。该报的报道引起普鲁士当局的注意。10月4日，法律大臣冯·罗畴（von Rochow）在公布内阁指令（Kabinettsorder）时表示，新国王绝对不会实施1815年的法令（Neefe，1914：131）。《莱比锡总汇报》在国王加冕后以不合礼仪的方式报道国王的言论，报道的“虽然是演讲者（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的言论，但却与其意图相违背”（Neefe，1914：131）。

该报对此事报道的兴趣和勇气使萨克森当局担心这样下去普鲁士政府可能会指责他们。于是，布罗克豪斯出版社通过萨克森的审查官员向萨克森王国内政大臣提交了一份附带担保的声明，表示以后不会再评论有关普鲁士的事项。与此同时，普鲁士王国法律大臣冯·罗畴也给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海因里希·布罗克豪斯（Heinrich Brockhaus）写信，指出报纸报道了“空洞的、未经证实的传闻，仅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已”。这里的中文“传闻”，原词是“Gerüchte”，指传闻或者谣言，可以理解是指《莱比锡总汇报》引用前国王讲话，暗示新国王要进行改革。同时，他指责报纸的通讯员完全出于个人目的来进行报道（Neefe，1914：132）。最终，布罗克豪斯兄弟就柯尼斯堡和柏林加冕报道一事进行自我辩护时承认，《莱比锡总汇报》在报道新国王的言辞上面偏向了错误的一方（Neefe，1914：131）。

国王加冕的报道风波平息后，1841年2月到12月，《莱比锡总汇报》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恶化。在对普鲁士政府的批评上，该报采取了适度而节制的态度（Neefe，1914：135）。但在1842年3月，普鲁士王国地方议会（Provenziallandtage）以逃避债务之名对该报提起上诉，针对《莱比锡总汇报》的责难再次开始。1842年10月，普鲁士的书报审查进一步收紧，新颁布的出版法令规定对20印张以上的出版物将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普鲁士各地的报刊和《莱比锡总汇报》等在普境内发行的外邦国报刊对此提出批评，要求新闻出版自由的呼声再起。

11月初，萨克森王国梅泽堡（Merseburg）
 
[2]

 的地方高级官员（Oberre-gierungsrat）
 
[3]

 收到申诉信，信中指控《莱比锡总汇报》通过报道反对关于普鲁士等级委员会（ständische Ausschüse in Preußen）
 
[4]

 的指令（梅泽堡只是上诉的地方，与具体的事件无关，该城市不是萨克森的行政或法律中心），这位官员就此警告了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对此，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梵恩哈根· 冯·恩瑟斯（Varnhagen von Enses）解释说，她没有冒犯等级委员会之意，更不会与普鲁士保守的报刊法令相对抗（Neefe，1914：142）。于是，普鲁士当局在这件事上没有再追究。然而他们在年底的时候找到了合适的契机，查禁了《莱比锡总汇报》。


三、《莱比锡总汇报》遭查禁


1842年12月9日，德国著名的自由派诗人格·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在御医施里莱（Schönlein）的引荐下，觐见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根据《莱比锡总汇报》的记者恩瑟斯的叙述，觐见的过程大致如下：“国王一开始的时候，把海尔维格当作伟大的诗人并且致以问候，然后说：‘我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关系，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互相尊敬的敌对状态。’随后国王开玩笑地说，‘您可让我吞了不少令人受不了的药丸
 
[5]

 ，但是我还不至于到生气的份儿上’。”（Neefe，191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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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讽刺漫画（1842年12月）

以上报道根据海尔维格的儿子马塞尔·海尔维格（Marcell Herwegh）所提供的消息。由此可以判断，这段话所描述的内容是比较可信的。这样的结果在柏林引起了轰动，人们对诗人海尔维格的作为极其惊讶和不满。因为自由派人士希望海尔维格能够说服国王进行改革，至少也要向国王表达改革的意愿。而从上文的记载看，海尔维格见到国王后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自由派的报纸指责海尔维格向国王“低下了头”。《莱比锡总汇报》也认为，“海尔维格并没有表达任何进行改革的要求，这次觐见仅仅让他找了个机会接近国王而已，这是违背他本意的（对国王的）让步”（Neefe，1914：162）。

事后，海尔维格写信给国王，表达了自己与国王之间的不同立场。一些自由派的报刊登载了这封信。1842年的12月13日-14日，海尔维格致国王信的传单在柏林广泛流传，也传到了莱比锡。《莱比锡总汇报》在12月24日副刊第358期上登载了这封信（Neefe，1914：163）。为了保持公正，该报还同时登载了一些对诗人的负面评价（Neefe，1914：162）。

由于这件事情，《莱比锡总汇报》和海尔维格都受到了普鲁士当局的处罚。12月31日普鲁士内阁发布命令：我们在此通过了本月25日的提案。根据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第14条法令第五款，以及1837年8月6日颁布的法令第四款，从1843年1月1日起，在我国境内查禁布罗克豪斯出版社的《莱比锡总汇报》，禁止其发行、销售和在公共场所陈列，以及在我国境内通过邮政运输和分发（Neefe，1914：170）。诗人海尔维格则被驱逐出普鲁士。


四、马克思的“人民报刊”理念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被查封以后，马克思于1843年1月1日至16日之间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七篇关于《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通讯，批评普鲁士当局和其他报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指责，进而阐述了自己的“人民报刊”理念。这些通讯分别是：《<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n preußischenStaat）、《<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Die Kölnische Zeitung und 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好报刊和坏报刊》（Die gute und die schlechte Presse）、《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Replik auf den Angriffeines gemäßigten Blattes）、《答“邻”报的告密》（Replik auf die De-nunziationeines benachbarten Blattes）、《<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Die Denunziation der Kölnischen und die Polemik der Rhein-und Mosel-zeitung ）、《莱茵—摩泽尔日报》（Die Rhein-und Mosel-Zeitung ）。

马克思由反驳关于该报任意行事的指责而提出“人民报刊”的概念：“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任意行事的特性呢，还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某一种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呢？”（马克思，1843a：352）马克思在这一反问句中表达了三个意思或认识：第一，当局实质上指责的是所有人民报刊；第二，人民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第三，人民报刊具有共通的某种特性。从马克思最早使用“人民报刊”的叙述中可以判定，他所说的人民报刊，是指与官方报刊相对应的、非官方的、具有独立意识的民间报刊。德国是印刷报刊的诞生地，但是报刊长期以来直接或间接地被官方控制，没有独立的思想。19世纪上半叶，德国出现具有独立政治意识的报刊，最早的是格雷斯（J.Gorres）在科布伦茨创办的《莱茵信使报》（Rhein-iche Merkur，1814—1816），随后便是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恩格斯称该报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恩格斯，1851：20）。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莱比锡总汇报》当然与《莱茵报》同属于人民报刊之列。

在这七篇通讯中，马克思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他关于“人民报刊”的理念。


（一）人民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表达者


马克思在第一篇通讯《<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引证了官方对该报关于经常发表传闻的指责，然后写道：“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初创时的做法都同德国报刊一样，而且所有这些报刊当然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责难。”然后他通过引证布罗克豪斯兄弟的辩护词写道：“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马克思在这里只添加了一个附加着重号的副词“公开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民报刊的特色就是表达人民真实的思想、情感。接着他写道：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1843a：352）。

可能人民报刊关于事实的报道存在差误，但报刊这种真诚反映人民思想和情感是其本质特征。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说：“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他批评查禁者：“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马克思从人民对报刊的信赖角度谈道：“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即使年轻的报刊每天都使自己遭到非议，即使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来了解自己的状况”（马克思，1843a：352-353）。


（二）人民报刊只能在不断纠正差错中成长


普鲁士当局查封《莱比锡总汇报》时，法律大臣冯·罗畴指责该报的报道内容不真实，对此《莱比锡总汇报》的编辑进行了简短的回复：“报纸经常会进行一些轻率的和不合时宜的报道。对此我们表示道歉，在我们大量的确实可信的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类似行为，一方面由于通讯员的不可信赖，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必须马上进行报道所造成的。在急切盼望得到信息的公众面前，编辑也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给予通讯员信任。”（Neefe，1914：132）

早在创办之初，《莱比锡总汇报》就在编辑方针中解释了对“事实”的看法。新闻报道就和记录历史一样，在前期报道中难免会传播一些错误的事实，只要仔细与其他报道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目前的报道是为“后续事件投下的影子”，“有的事实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呈现出来，但是会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变化和扩散”。这样，“报刊之前所报道的东西，就会在之后报道中证实是错误的”。（Neefe，1914：7）

新闻的时效性要求记者和编辑迅速做出判断。发表海尔维格给国王的信的时候，这封信已经普遍流传开来。《莱比锡总汇报》一方面面临着读者对信息的急切需求，另一方面也必须尽量核实信息并保持报道的公正。为此，他们在发表信件的同时附上了一些对诗人的负面评价。媒体作为新闻的报道者，决定了其所处的两难境地。由于时间紧迫，报道内容难以避免与事实存在偏差，这就如马克思所说：“它……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马克思，1843a：352），但是从长期来看，“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在时效性很强的新闻工作中，只要有确切的消息来源，报刊就可以及时发表新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不断发展，各方对新闻事实的争论会使得报道越来越接近事实本身，事实最终得到完整的呈现。关于这个观点，马克思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将其概括为“报刊有机运动”（lebendige bewerbung）（马克思，1843b：211）。

从普鲁士人民的教育程度看，当时高等教育还很不普及。所以马克思说：“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马克思承认人民报刊在成长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报道偏差，但他认为，“报刊中尽管存在着种种由于怀有敌意或缺乏理智而产生的毒素……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马克思，1843a：353；马克思，1843c：396-397）


（三）德国人民报刊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在为《莱比锡总汇报》的辩护中阐述了德国人民报刊的发展路线图。他认为，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

每家报刊所关心的话题和理解社会的角度都有可能不同。马克思用玫瑰来比喻人民报刊，写道：“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马克思，1843c：397）


（四）报刊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在论证人民报刊的发展路线图时，马克思谈到报刊完成自身的使命（Bestimmung）的条件。他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马克思，1843c：397）

德语原文中，马克思在“内在规律”（Inner Gesetze）下加了重点标记。“Gesetze”除了“法律”的意思外，还指存在于事物中固有的规则秩序，或者一成不变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在自然界之间的连接（duden online wörtebuch，2013）。马克思使用的是复数，说明“内在规律”不仅一条。他用植物的生长作类比，显然是受到当时浪漫主义作家写作风格的影响。这样的类比表明马克思强调规律的自然形成和不可逆转。

“规律”的德语词条解释里还说明了事物（Dingen）与现象（Erschei-nungen）之间的关系，即内在规律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某种恒定的关系。马克思（1891a：995）在谈到价值规律时就说过：“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相互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规律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以各种偏离的形式呈现，通过矛盾中的偏离被辨别出来。所以马克思说：“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马克思，1891c：349-350；马克思，1891b：209）马克思指出了研究规律的基本方法，即从偏离中把握规律。

从新闻产生的整个流程来看，报刊同时面临着内部规律与外部力量的影响。《莱比锡总汇报》被普鲁士指责报道不实，马克思承认存在不实，但他接着说，今天报道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新闻就是这样不断接近真实的。报刊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以“偏离-纠偏”的方式报道事实，表现出内在规律的。报刊规律纯粹正面表现，在现实的报刊活动中是不多见的，因为报刊会受到各种因素，如经济利益、阶级与党派、文化传统、报刊工作者自身的智力水平等等的影响。但是，从许多报刊运动的偏离中，人们只要仔细想想，都可以隐约感觉到马克思所概括的这些报刊运动的特点。（陈力丹，2008：327-329）

除了内在规律，报刊也受到外部的影响，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都是外部影响。当时的德国虽然处于政党报刊时期，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已经很明显，报刊的运作还需要遵循经济规律。例如，《莱比锡总汇报》的定价受到市场的影响，在萨克森一年的订阅价格是10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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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839年以后社会对该报的需求量增加，一年订阅价降为8塔勒，萨克森以外的地区定价则比莱比锡高。（Neefe，1914：26）

马克思还要求报刊的工作人员不应该摆脱报刊的内在规律，“从他大量的批评性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是指报刊不遵循工作规律而屈从于外部强权的干预，实行的自我检查。恩格斯说过，这种自我检查比旧时的书报检查还坏一千倍”（陈力丹，2008：329）。


（五）不真实的思想必然不由自主地歪曲真相，制造谎言


《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后，多家报纸报道了此事。马克思在通讯《好报刊和坏报刊》中写道（马克思，1843d：398）：

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同时又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

“柏林12月31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

相反，《杜塞尔多夫日报》却同《莱茵报》一致，它报道说：

“柏林1月1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查禁一事，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

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一种报刊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同一件事实，两家报纸在同一地点——柏林发出报道，一家说没有什么反应，另一家说引起极大轰动。马克思以此为例，通过对比将报刊报道的事实划分为事实本身和“希望出现的事实”，说明报道事实的人民报刊才代表了社会舆论，而报道希望出现事实的报刊，尽管自诩为“好”报刊，其实不然。

半官方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在评论查封事件时，将马克思的论述归谬为“把谎言视为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其实马克思是说报刊在思想和情感上真正代表人民，事实在不断的纠偏中呈现。而不真实的思想则会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就此，马克思指出：“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马克思，1843e：415）


（六）报刊的合法存在不应取决于它的思想方式


尽管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说得出去的原因是它传播了谣言，其实另一个不能说出来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登载了自由派诗人海尔维格的信。这封信并没有被指责为虚假，那么该报的合法存在与否，实际上取决于其思想倾向。马克思从法学角度为《莱比锡总汇报》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马克思，1843f：401）。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民报刊，在思想范围内具有包容性，即让每家报刊都充分表现自己的特征，而在思想内容上报刊则是独立的，思想和存在应该区别开来，他认为：“不能由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把这个人监禁起来，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其他任何一项法律权利……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典……至于那些恶劣行为，如果它们是违法的，那就会有审理它们的法庭和惩治它们的法律。”（马克思，1843e：418）



结语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莱比锡总汇报》创办时的编辑方针和后来被查禁时的辩护说明，是马克思“人民报刊”理念的一个来源，例如关于报道事实和报刊自我纠错的阐释，以及所提倡的报刊真实反映舆论的观点。通过为《莱比锡总汇报》的辩护，马克思得以进一步阐述他的人民报刊理念，提出报刊的内在规律、人民报刊的形成和体系、报刊真实反映事实的工作特征、人民报刊合法存在的法律依据等观点。此后，马克思将“人民报刊”的理念融入《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巴黎《前进报》 （Vorwärts！）、《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和《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报刊实践中。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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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弗里德里希四世加冕后，他以普鲁士（包括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立陶宛）国王的身份宣告对王位的继承权。于是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um Pose，1815—1920年东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目前在波兰境内） 1840年9月10号在柯尼斯堡（现名加里宁格勒）举行仪式宣誓效忠国王，其他地区于10月15号在柏林举行仪式。详见Gundermann [Planung und Katalog der Ausstellung]（1998）：Via Regia.Preußens Weg zur Krone.Ausstellung des GeheimenStaatasarchivs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Duncker&Humblot，S.101，zur Wirkung Barclay（Literaturliste），S.90-94．


 [2]
 原萨克森王国的一个城市，目前位于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3]
 德国联邦或者联邦州行政部门中的最高官职。


 [4]
 1842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设立的由所有地方代表所组成的行政机构，其决议可以绕过议会而直接执行。


 [5]
 指海尔维格之前的一些争取自由主义的活动。


 [6]
 塔勒（taler）为当时德国通用的银币。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新闻统制与抗争——马克思《对波拿巴的谋杀》一文考证研究


陈力丹　张勇锋



《对波拿巴的谋杀》（简称《谋杀》）是在1858年1月14日意大利爱国者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等人谋刺皇帝事件后，马克思分析法兰西第二帝国国内局势的一篇通讯，写于1858年2月5日，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2月2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54号，原文是英文，没有标题。马克思自1851年起为该报撰稿，直到1862年。该报每周10美元的稿费，是马克思一家重要的收入。该报编辑经常不经马克思同意，就将他们认为写得符合他们需要的通讯，去掉马克思的署名，以报纸自稿（社论）的名义发表。马克思对此提出过多次抗议，但为了获得维持生活的稿费，不得不接受这种编排。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提供的通讯是高质量的。

1955年出版的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收录了《谋杀》这篇文章，俄文直接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谋杀》的中译文约5 000字，收入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17~422页，由俄文版转译而来，文章标题根据马克思1858年笔记本的记载所加。本文凡引证此文的，不再另标出处。


一、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写出这篇文章


法国革命历来在欧洲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影响，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内容和尖锐形式为欧洲其他各国所不及。马克思写于巴黎的一篇论文曾形象地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
 
[1]

 因此，法国政治斗争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对马克思这方面的研究做出这样的评价：他“深知法国历史”，“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2]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期间，马克思写了三本关于法国的小册子，以及几十篇时评和通讯，分析法国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及其未来趋势，并将其作为自己进行研究的素材。《谋杀》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写诸多文章中的一篇。

[image: picture]


《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马克思《对波拿巴的谋杀》通讯第一段原样（董晨宇搜集自美国）

路易·波拿巴（1808—1873）是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1799年11月9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八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后改行帝制。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路易·波拿巴凭借其伯父的光环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政体，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封为“拿破仑三世”。这次政变震动了欧洲，马克思为此写下了历史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政变的原因、实质及其结局，并不无讥讽地指出：“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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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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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波拿巴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治体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852—1858年的“专制帝国”时期与1859—1870年的“自由帝国”时期，前者以皇帝集权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形式上向君主立宪制过渡为基本特色。在专制帝国阶段，拿破仑三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同历史上所有通过政变猎取君权的统治者一样，这位“荷兰的僭位者”（马克思语）一直非常清醒自身权力的来源，因此，政变之际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依然如故。帝国建立后，路易·波拿巴以确保国内秩序稳定为借口，大力强化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推行高压政策。这一时期，帝国军队从40万扩充到60万，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员从47万扩充到62万。同时，警察部门的人数也大大扩充，凡是反对政变和反对帝国的人都受到警察的打击和迫害，许多人被流放、监禁或逐出国外。同时，舆论受到严密控制，“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被取消，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政变后，路易·波拿巴于1852年2月17日颁布“新闻法”，要求所有报刊均须经政府批准后方可发行； 1852年3月25日又以“非常时期”名义颁布“结社法”，取缔了所有政治俱乐部，禁止一切公共集会。

《谋杀》一文写作之时，法兰西第二帝国正经历着一场波及欧美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于1857年首先爆发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焦虑以及各种威胁性政治力量使第二帝国的政治高压变本加厉。这些措施巩固了拿破仑三世的一统天下，但也激起了各种政治力量和普通民众对专制帝国的不满情绪，武装反抗和谋杀皇帝的事件屡屡发生。

1858年1月14日傍晚，奥尔西尼等三位意大利爱国志士因不满帝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在拿破仑三世与皇后乘马车前往巴黎歌剧院时，用炸弹袭击拿破仑三世，造成8人死亡，148人受伤。行刺未果的奥尔西尼被判死刑。自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发生过多次对他的刺杀事件，但这起谋杀事件震动法国朝野，在欧洲也引起很大反响。事发后，死里逃生的拿破仑三世趁机借题发挥，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政治异己，强化其独裁统治。他以保障安全为借口，立即恢复政变之初实行过的“非常时期”统治，严厉打击政治可疑分子，数月之内，辞职或被撤职的官员有内政大臣、巴黎警察局长和四名省长。他将全国划成五大军区，各军区由一名元帅负责，实行以军治政。谋刺事件不久之后的2月27日，拿破仑三世批准并颁布了“治安法”，严惩反对皇帝与政府、“破坏社会安宁”或进行谋杀活动的人。“治安法”的颁布使此次镇压活动达到新的高潮，一大批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遭到流放非洲的厄运。

对以上法国的历史、现状与时事动态，马克思了如指掌，因而一旦法国发生重大的社会变动，他就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出思维敏捷、分寸到位、材料丰富的通讯文章，甚至数万字的论著来。

马克思的《谋杀》一文以奥尔西尼谋杀皇帝事件以及官方的虚假报道为切入口，对波拿巴政权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现实危机、第二帝国的专制制度、各种依靠暴力维持的谎言和压制言论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帝国的独裁统治（包括对传媒的绝对控制）在谋杀事件发生后达到顶点的情形。虽然路易·波拿巴本人宣称“灾祸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多处都表明了波拿巴政权在法国和欧洲的孤立以及风雨飘摇的处境，他写道：“这就是由于勒佩勒蒂埃街谋杀事件而表露出来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的表露使冒牌的波拿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伦敦《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写道：“据最近巴黎来人谈，这个城市里的普遍看法是，现今的王朝已摇摇欲坠。”


二、第二帝国新闻统制生态的紧张与脆弱


在《谋杀》一文中，马克思用了较大篇幅对拿破仑三世的官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就奥尔西尼谋杀事件所做的虚假报道进行了揭露，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新闻统制。


（一）“专制帝国”时期的新闻高压政策


新闻政策作为新闻业发展的依据与保障，从理论和实践要求上都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18世纪大革命后，法国的新闻政策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至1881年“出版自由法”颁布，90多年中先后颁布了42项相关法令和300多个条款，“每一政权在其执政之初总是承诺要给民众以最广泛最彻底的新闻自由以换取人民的支持，然而在政权稳固后，则无一例外地恢复种种限禁报刊的制度，包括报刊出版特许制、内容检查制、交纳保证金制等等”
 
[4]

 。

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夸大对传媒的认识，认为“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他宣称：“在法国，只能存在独一无二的党派，我绝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朕利益的事情来。”
 
[5]

 处处效仿其伯父的路易·波拿巴，同样对报刊实行严格控制，政变成功后的当月（12月31日）即颁布法令，规定新闻出版界所犯的轻罪以刑事案件交重罪法庭审处。1852年2月17日又公布报刊组织法令，该法到1868年新的新闻法颁布之前，一直是第二帝国时期新闻出版界的宪章，其主要规定是：任何政治和社会经济性的报章杂志都须经过政府的预先批准，其从业者和所有者变动时亦须政府预先批准，在国外出版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性报刊要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在法国流通，否则处以监禁和罚金。凡属政治社会经济性质的出版物出版前必须向国库缴纳保证金。法令还对公布或转载假新闻、公布参议院的会议记录等所谓违法的各种处罚做了详细规定，政府有权勒令它们停刊，总统（几个月后改称“皇帝”）可用专门的法令取缔某家报刊。

报刊组织法颁布六天后，路易·波拿巴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建立警告制度，即政府有权向任何报刊发出警告。如果第一次警告无效，第二次该报就要受到停刊的惩罚，第三次就被勒令注销。因此，每家报刊为了自保，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在这些法令的严格管束之下，巴黎的报纸从几十家减少到11家，外省共和派的出版物几乎全部停刊，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的报纸从60家减为24家。维持出版的报刊也受到种种限制。奥尔西尼谋杀事件发生后不久，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批判波拿巴独裁政府对精神自由的钳制：“自由，不仅它的躯体，而且它的灵魂，它的精神生活，都被那些想使过去的时代复活的人们粗手粗脚地弄得枯槁不堪了。”
 
[6]




（二）专制制度下的谎言假面


路易·波拿巴竞选第二共和国总统之所以成功，直接原因是得到了占法国人口大多数而又对老拿破仑抱有幻想的农民的拥护，因此，他深知笼络民意的重要。当选总统后不久在给议会的一份咨文中，这位“伯父的侄子”发表过一段冠冕堂皇的承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合法表示的意志。”然而，专制统治都只是少数人获得利益和垄断权力的统治，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获得民意，因此，必须靠谎言来骗取民意，谎言是所有集权政权对外表现的常态。

《总汇通报》是当时波拿巴政府的官方报纸，1789年在巴黎出版，最初使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这一名称，1799—1814年、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 1848—1851年第二共和国时期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总汇通报》作为波拿巴政府的正式喉舌，在官方的舆论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奥尔西尼谋杀皇帝事件发生后，《总汇通报》对这起重大事件做了大量涂脂抹粉、掩盖真相的虚假报道。马克思揭露了波拿巴政府官报的新闻谎言。他写道：“《通报》就皇帝和皇后走出歌剧院遇到群众欢呼以及‘公众的热情场面’写了大量报道。这个街头热情场面的价值如何，可由下述一段插曲看出。”紧接着，他引用“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即《泰晤士报》）上一位目击者写的文章，揭穿了“《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场面的秘密”。这篇文章详细描写了爆炸事件发生后勒佩勒蒂埃街上的混乱场面和皇宫侍从的人心涣散，以及帝国警察的虚张声势和外强中干。对于《通报》上所谓巴黎群众张灯结彩欢庆皇帝幸免于难的报道，马克思揭露道：“报上关于‘谋杀事件发生后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张灯结彩’的报道，当然骗不了曾经目睹这种张灯结彩场面的巴黎人，因为张灯结彩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连这些人也是逢人便说，在那个‘鬼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门造访，提醒他们，应该立刻张灯结彩，表明他们如何为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欢欣不已。”在马克思辛辣的文章中，专制政府利用强权操控报刊、制造舆论、自欺欺人以及极度不自信的愚蠢做法跃然纸上。

马克思在文中还对《通报》每日登载的巴黎市民对皇帝表示忠诚的所谓“慰问辞”和“公众献辞”的“底细”进行了揭露，证明法国皇帝已经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他写道：“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的寄生虫——政府，没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内务大臣的摆弄。”对这些虚假而单调乏味的慰问辞，马克思将其讥讽为“由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表示人民对政变无限热爱的许多证明”。在写于1860年的论著《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沉迷于自我颂扬采用了同样的讥讽口吻：“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拿破仑第三》，……这是拿破仑第三用夸张的口吻写给拿破仑第三的一篇颂词。”
 
[7]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批判过普鲁士政府官方报刊这种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他说：“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
 
[8]

 而实际上，这种愚人愚己的做法并不持久，因为内容的虚伪与对民意的亵渎从根本上决定了专制政府新闻传播的无效。谋杀事件发生后，波拿巴利用其御用报刊自我营造的所谓“民意拥护”幻觉，被勒佩勒蒂埃大街上的炸弹击得粉碎，以至于皇帝连自己的报刊都无法相信，尽管所有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发誓说谋杀事件是意大利人（即奥尔西尼）所为，但皇帝却固执地认为这次密谋是全国性的，随即出台了新的“镇压性法律”——犯罪嫌疑人处置法。波拿巴色厉内荏的做法使专制帝国靠暴力和谎言支撑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

谋杀事件发生后，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向拿破仑三世质问道：“尽管经过七年的绝对统治之后，你拥有庞大而集中的军队，清除了国内所有使你担心的领袖人物，可是，如果不把法国变成一个大巴士底狱，不把欧洲变成帝国的一个警署，你就不可能生存和统治下去……的确，帝国原来是一个骗局。……谁也没有像你那样多地撒过谎；而这就是你得以暂时掌权的秘密。”马志尼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波拿巴专制帝国统治的谎言本质：“炸弹没有击中皇帝，却击中了帝国，揭穿了帝国所说的大话全是胡诌。”
 
[9]




三、马克思论关于报刊与人民关系


马克思曾经多次论述过报刊与人民的关系。在《谋杀》一文中，他从报刊经济来源角度再次论述了这一话题。针对波拿巴的警察机关拿着所谓“慰问辞”寻找市民签名而被多数市民拒绝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完全对人民的态度作出了响应。”
[a]

 马克思随即列举了几家与巴黎市民的消极对抗态度相呼应的非官方报纸，如《旁观者》《卢瓦尔河上的灯塔》《辩论日报》，这些报纸的态度不论是“吞吞吐吐”，还是“引述半官方报纸”，或是“把自己的慰问祝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或是“仅限于转载《通报》上的文章”，无不显示出巴黎报刊界对于专制政府消极抵触的对抗情绪，这种消极态度与巴黎市民的不满情绪形成了一种呼应。在此，马克思提出并回答了一个新闻学上的重要命题：报刊的经济来源与民意之间的关系。

法国大革命后于1797年制定了印花税法案，高额税收大大增加了报刊的出版成本；后又实行了保证金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造成只有官方报纸和少数支持政府的报纸能够存在。第二帝国后期虽然废除了出版特许制度，但帝国政府对报刊的经济制约措施则变化不大，贯穿始终。这些措施使得报刊价格上升，发行下降，许多报刊不堪重负，被迫停办。在此同时，帝国的官方报刊和拥护政府的报刊得到大力扶持，相应费用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波拿巴通过这些官方和半官方报刊操控舆论。这一时期除了帝国政府机关报《总汇通报》外，持波拿巴立场的报刊还有《现代评论》《民论报》《立宪主义者报》《希望报》以及半官方的《国家报》等，这些报刊被马克思讥讽为“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
 
[10]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靠公费（the public purse）支持的报刊。报刊的运作需要经费支持，受制于此，这些报刊当然地成为专制政府的御用舆论工具而无视民意；反过来看，这类报刊因为充满空洞的政治说教甚至假托民意，满纸谎言，大众很少主动购买甚至抵触反感，因而也无法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正是专制主义新闻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所说的靠“公众支持”（depend on the public）的报刊，与法国新闻传播史的特点有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政权，但法国的共和制并不巩固，政局多变，政党林立，屡次出现新的帝国或复辟王朝，因而在法国现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历程中，政党报刊在较长的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帝国时期，除了维护独裁统治的波拿巴派，还存在着共和派、正统派、自由派和保守派等反对派政治力量，这些政治派别均有反映自己立场的报刊，办报经费由其所属党派而非国库提供。马克思在《谋杀》一文中所说的《旁观者》是波旁王朝长系正统派的日报；《辩论日报》全称为《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不断变更所有人，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为温和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反对派机关报。反对派的政治立场、独立于政府的经济状况以及各党派报纸间的竞争，使得这些党派报纸在面对公共问题时，能够而且必须较多地从公众情感、公众兴趣和公共需要来考虑报道内容，使其声音尽量贴近大众，从而赢得公众的支持。例如在1856年开始的欧洲新一轮金融危机中，波拿巴的报纸大造舆论，企图使公众相信法国面临的普遍恐慌与其专制制度没有关系。对此，巴黎反对派的《立宪主义者报》《国民议会报》据理反驳。马克思就此评论道：“我们举出了帝国官方胡说的欧洲恐慌的原因的例子，同时，也不能不举出在波拿巴制度下允许存在的反对意见的例子。”
 
[11]



另一方面，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新闻报》《世纪报》等成功的廉价报纸，第二帝国时期廉价的大众化报刊又得到发展，如米洛（P.Millaud）创办的《小报》，售价只有5生丁（1苏），相当于英国的便士报或美国的美分报。低廉的价格和可观的发行量使得大众报刊能够相对摆脱政府的经济制约和政党津贴，以较为独立的精神反映真实的民意，相应地也会得到公众的支持。结合《谋杀》一文的写作背景，马克思所说的靠公众（the public）支持的报刊，指的正是政府财政支持以外的政党报刊和日益兴起的大众报刊。在对待奥尔西尼谋杀皇帝事件上，这些报刊虽然也登载了所谓祝贺皇帝幸免于难的虚假的官样文章，但这种消极被动的“撒谎”仅为迫于官方高压政策下的生存需要，并非这些报刊的真实态度。从马克思形象的描述不难看出，这种被迫刊载而不做渲染本身，是巴黎“公众支持”的报刊及其所呼应民意的无声抗争。

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巴黎报刊对于奥尔西尼事件的反应，我们可以观察到19世纪50年代末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新闻出版界所表现出的抗议政治的一些特征。在专制帝国后期，由于波拿巴个人的独裁统治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法国社会各阶级和各方面充满紧张关系，冲突极化、对峙，尽管帝国有着庞大的国家机器，言论、集会、游行、罢工等活动被严格禁止，但社会的不满情绪还是不断通过各种暴力与非暴力抗议活动表达出来，当时仅谋杀皇帝一类的事件就有多起。通常在政治抗议中，“抗议手法与抗议团体的性质有关”。“抗议手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可供抗议团体运用的文化与物质资源。”与工人团体不同（在条件具备时可以罢工），报刊界“往往会借助于自己的文化优势，通过各种象征仪式进行抗议表演”
 
[12]

 。马克思所说的“靠公众支持的报刊”在谋杀事件后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消极应付行为，正是巴黎报刊界表达的非暴力不合作性质的“抗议表演”，这种政治抗议既属无奈，也体现出巴黎报刊界抵制专制强权的某种现实策略。法国学者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认为，“抵制”（resistance）是一种既离不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的战术，它不表现为与压制机制、支配性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所代表的秩序和势力集团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相反，它是弱者被规训、压制、控制在权力角落之中时的战术反映。
 
[13]

 马克思的描述中，看不到巴黎报刊界对抗政府的激烈举动，但在政府及其“公费支持”的报刊与“公众支持”的报刊及其所反映的民意之间，却分明感受到一种潜在而无声的角力，在这种角力之下，随时可能爆发的汹涌暗潮迫使波拿巴日后不得不缓和严厉的新闻出版政策。

《谋杀》英文原文中有关“公众支持”与“公费支持”的表述是：The attitude of the Paris press，as far as it depends on the public，and not on the public purse，entirely responded to the attitude of the people.
 
[14]

 《全集》中文版将这句话译为：“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这一翻译与原文有一定的偏差，显然受到俄译文的影响，因为俄译文就是这样：Позицияпарижскойпрессы，покрайней меретой，которая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публикой，анеказной，впол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настроениюнаселения。（直译：巴黎的报刊，至少是那些靠公众而不是公费支持的报刊，其立场完全符合民众的心情。）英文respond to意思是“响应”“回应”“对……做出反应”，并没有“与……相同”之意。也就是说，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都会对人民抵触专制政府的态度做出响应，这种关系也体现了报刊作为大众传媒主动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这句话的德文版，意思与英文相同。英文表述中的the peo-ple意为“人民”，偏重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中文版译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人民群众”并不贴切。对应的德文将其翻译为volkes（人民），而不是die massen（群众），较为符合原意。这句话我们试译为：“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完全对人民的态度做出了响应。”


四、第二帝国后期新闻政策的和缓


在《谋杀》中，马克思根据拿破仑三世的种种倒行逆施而预言：“不论波拿巴可能采取什么步骤……都只会加速他的毁灭。”然而，醉心帝制、善用阴谋的波拿巴在疯狂镇压反对派之后，面对帝国各方面的压力，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而突然转向，从1860年开始，承诺逐渐实行君主立宪，放松了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控制，包括放宽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政策。法兰西第二帝国这只“高压锅”即将爆裂之际，相对宽松的新闻政策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减缓了帝国灭亡的进程，进入所谓“自由帝国”时期。

1868年5月11日，帝国新的新闻法公布，创办报刊变得较为宽松了。报刊出版只需于出版前半个月向有关部门递交声明，说明报刊名称、出版时间、负责人姓名与住所、印刷厂等事项，不必再经过官方的事先批准。向报刊征收的印花税也有所减少，塞纳省、塞纳-瓦兹省征收5生丁，其余各省仅2生丁。此外该法还规定，元老院与立法团成员不得充当任何报刊的主管负责人，违者将受到惩罚。不久，又有两项法令对有关细节做了补充。新的新闻法的颁布使长期饱受压制的报刊界一时十分活跃，一年内新报刊激增，达到140家，1870年巴黎日报总发行量达到100万份，其中一半是大众化商业日报；外省的各类报纸总发行量达到90万份。“这些发展是伴随着报业实行的真正的改革而取得的。各种小报的发行，使报纸开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从而更加接近于广大人民群众。”
 
[15]

 “当时，批判与揭露帝国统治的文章经常在报刊出现，帝国初期新闻界鸦雀无声的局面，此时已基本改变。”
 
[16]



总括波拿巴统治的特点，可以归结为“民主和独裁主义的混合”
 
[17]

 。帝国后期的政治和新闻政策的缓和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自由气息，正是专制高压之下社会各方力量（包括新闻界及社会舆论）以不同方式抗争的结果。但对于激烈的批评者，帝国当局仍旧是镇压的，例如《灯笼》周刊的主编亨利·罗什福尔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69年遭到追捕而逃到国外的。1870年，查理·波拿巴亲王开枪打死前去抗议他诽谤的记者维多克·努瓦尔，引发声势浩大的反帝制示威游行。拿破仑三世相对和缓的国内政策并未挽回帝国的灭亡，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为了实现称霸欧洲的野心，于1870年7 月19日发动普法战争，结果9月2日便在战争中成为普鲁士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如恩格斯所说，“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
 
[18]

 。


五、应对社会危机的历史镜鉴


重温马克思的《谋杀》一文，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的专制新闻政策，由于奥尔西尼谋杀皇帝事件而达到专制的顶峰，在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和法律、官方报刊等意识形态的共同护卫之下，帝国在自己制造的谎言中欺人与自欺，勉力维护着统治；而靠公众支持的报刊所表现出的消极抵触，则呈现出专制统治下民意与威权的某种抗争。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第二帝国专制统治（包括对新闻传播的全面控制）达到顶峰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其张力。这篇写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专制帝国”末期的文章，提供了观察和思考专制政体下新闻统制的历史视角。

马克思预言法国可能发生的革命没有即刻变成现实，因为统治者及时推出和缓政策（包括新闻政策），社会矛盾的紧张度得到适度缓释。路易·波拿巴于1859年出于对形势的重新认识，意识到这种镇压如同自己制造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而在较短的时间改变新闻政策，放宽言论尺度和报刊创办的自由度，政治上向君主立宪方向变化，才使帝国得以维持到19世纪70年代。这一历史情景，倒是提供了应对社会危机的历史镜鉴。

然而，这只是拿破仑三世独裁统治的野心暂时收敛，一旦他感觉能够重新聚集力量的时候，便会再度出手镇压各种反对派。1870年他悍然发动的普法战争，是他独裁本质的表现，他不仅攫取对法国的统治，而且还要模仿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攫取对欧洲的统治。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马克思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19]

 马克思在《谋杀》中关于第二帝国垮台的预言，这时变成了现实，“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
 
[20]

 。


（作者张勇锋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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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原文重译。——笔者注


第五部分　马克思的交往政策理念

按语

交往政策，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人们精神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总称。由于这类政策与一定的权力联系在一起，它们往往影响这个区域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精神交往的内容、形式，推动或阻碍精神交往的发展。几乎所有涉及交往政策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所论述，其中批判得最多的是书报检查制度和“知识税”政策。

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写于1842年年初，中译文约两万字，那时他不到24岁。文章最后他引证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版1卷134~135页）因为那时普鲁士王国实行的交往政策是书报检查，涉及社会日常精神交往的主要形式，如书籍、报刊、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等等和大学讲坛，这是统治者为了确立公开的统治关系而采取的一种交往政策。马克思指出：“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46卷上册503页）刘宏宇的考证文章详尽地论述了这篇文章产生的时代背景，说明马克思抓住了书报检查是一种以当事人的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实行处罚的制度，所以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版1卷181页）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1848—1849），几度写文章对当时普鲁士王室内阁出台的出版法案进行批判分析，指出其要害是以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处罚言论与出版的“违法”，实际上是它本身违法。陈继静对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陈绚对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的考证研究，清晰地阐释了马克思对普鲁士言论出版政策要害的揭示：它是“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版1卷120页）。

在反对精神性的书报检查的同时，马克思也坚决反对物质性的检查——针对各种书刊的保证金制度和对报纸实行的税收制度，统称“知识税”。马克思多次批评了这种税收制度对自由精神创造的扼杀，因为它不仅大大限制了中小资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也威胁着工人报刊的生存。知识税对普及国民教育也是一大障碍，因为下层人民买不起报纸，只能在小酒店偶然读到报纸。就此马克思指出：它“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9卷216页）。钱婕所分析的马克思关于知识税的代表作《报纸印花税》，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他这方面的基本思想。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考证研究——马克思首篇政论文的历史背景及思想观念分析


刘宏宇



本文对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简称《评检查令》）进行考证研究，通过对各种相关德文文献的整理，力求还原该文成文时期的原始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当时所持思想观念的倾向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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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由Henricus出版的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德文原文单行本


一、历史背景综述



（一）从学术界转向新闻界


马克思1842年年初撰写《评检查令》的时候，恰逢其博士毕业。他此前曾在波恩及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但是最终基于个人志趣转向哲学研究，希望能做波恩大学哲学教授。
 
[1]

 但是他的反对派文化立场阻碍了自身职业规划，当他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同伴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因主张非正统教义而被剥夺教职之后，马克思的学院前景也变得黯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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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画像）

面对人生初次重大挫折，马克思没有退缩妥协，而是对保守阵营果断反击。正如当时很多因“异端思想”而被逐出大学讲坛的青年学者，他也选择了新闻出版业作为传播革新思想的途径。
 
[3]

 而《评检查令》一文，正是马克思目睹“青年黑格尔派”一再被当局打压封禁后感同身受而发出的抗议。1842年2月10日马克思将该文寄给《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主编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卢格鉴于当时形势不敢刊登这篇犀利的檄文，便将其转投瑞士，于1843年2月刊登于苏黎世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中，在德国境内只有该文节录以《倾向—报刊检查》（Tendenz-Censur）为题刊登于1843年3月26日和28日的《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上。
 
[4]




（二）具体历史和文化背景


从宏观历史背景来看，此时普鲁士尚未进入成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规模较小，国家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社会色彩，权力集中于宫廷贵族以及庞大官僚体系。
 
[5]

 具体到马克思文中所批判的“书报检查令”，则有如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该法令由1840年登基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下令颁布，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民主自由派原本期望新国王能推行更自由开明的政策，但是国王却倾向于巩固家长制独裁政府；其次国王虽然从繁荣国家经济出发，承诺扶持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支持他们在议会和媒体中表达自身诉求，并于名义上承认“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
 
[6]

 （freimütige Publizitiät）的必要性，但是这种能够被政府容忍的“公众言论”在实践中却受到多重规则和习俗的约束，其中就包括“书报检查令”措施，这和新兴资产阶级所期待的广泛言论出版自由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7]



19世纪早期德意志文化圈内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当属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在对其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路线分歧，其中立场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或称黑格尔右派（Althegelianer）]，将普鲁士的现状视为辩证发展的一种终极阶段，认为当前高效率的官僚体系、出色的大学教育、经济工业化以及高就业率，都似乎足以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所以不存在根本变革的必要，只需根据政府和教会的需要，利用黑格尔学说证明现实与理论间的契合就足够了
 
[8]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或称黑格尔左派（Junghegelianer）]则认为社会中还存在众多变革必要，例如在社会贫困、书报和新闻检查制度、宗教和社会歧视等领域中都有严重矛盾，因此现状绝非完善，辩证发展的更新进程也必将继续演进。由于黑格尔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和哲学命题产生了集中兴趣，在社会实践中他们却往往回避敏感政治问题，退而选择相对边缘的命题掀起论争，其中包括抵制天主教宗教权威、推动无神论思想
 
[9]

 以及质疑传统法律缺陷等。当局和学术保守派意识到，如果容忍这类论争，日后定会延烧到现实政治，所以一开始就对“青年黑格尔派”无情压制。


（三）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和政治立场


马克思当时支持上述左派改革路线。在博士论文中，他提倡无神论，强调哲学在精神领域中的无上地位，主张用哲学全面取代宗教，推崇人的自我意识，嘲弄遗忘人性价值的传统神学。
 
[10]

 在后来的报刊出版工作中，他一方面与天主教神学阵营论战，争取精神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则抨击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和言论自由。马克思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将封建专制社会改造成为民主自由社会。

马克思在《评检查令》文中署名为“一个莱茵省人”，这一举措虽然很可能包含回避封禁的意图，但是为何他偏偏自称“莱茵省人”而不是“普鲁士人”呢？这大概并不仅仅因为马克思的籍贯是莱茵省
 
[11]

 ，似乎还包含其他考虑。相对于封建气息浓厚的东部普鲁士和柏林地区，西部莱茵省此前在拿破仑帝国时期被法国占领，直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民主改革的影响。此外该地历史上长期小国林立，从而缺乏中央集权传统。当时在普鲁士境内，莱茵省的封建法令约束不但最少，近代工业发展也最迅速，鲁尔地区已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区之一。随着工业经济成长，莱茵省资产阶级的力量也相应提升。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不断提出推行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的诉求，并敦促当局做出政策妥协。在此背景下，当时普鲁士国内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大多来自莱茵省，当地活跃求新的政治文化氛围和柏林的卑躬保守形成鲜明对照。
 
[12]

 由此可以推测，马克思自称“莱茵省人”，一方面大约因为他确信文中观点并不仅仅是个人态度，而是当地普遍民意；另一方面可能也反映出他对当时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潮的认同，所以把自己也看作争取民主自由权益的“莱茵省人”一员，并积极参与相关改革事业。

撰写《评检查令》之后，马克思参与并最终主持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的编辑工作，通过报纸来宣传政治理念，这样他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实践舞台。1842年元旦创刊的《莱茵报》
 
[13]

 的最初宗旨，是代表莱茵省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为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在实践中，这种新兴阶层的政治诉求却必然与旧有世俗和宗教封建特权发生摩擦，而《莱茵报》的内容同样也很快从经济议题转向了政治论争。
 
[14]

 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针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深入论述了自由出版制度的现实必要性，该文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评检查令》的延伸和补充。
 
[15]

 通过与各社会阶层的实际接触，尤其是与具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人士的交流
 
[16]

 ，马克思将研究视角逐渐从抽象学术概念转向具体社会现象。他在主持《莱茵报》这份工商气息浓重的报纸期间，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社会调研
 
[17]

 ，并进而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各阶层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他领会到国家机器的真实机能，并认识到社会矛盾的症结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宗教或政治表象中。
 
[18]

 同时马克思也走出了大学社团的象牙塔小圈子，随之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念束缚，并与走向虚无主义的该组织划清界限。随着其“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结束，马克思开始着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19]




二、文中思想观念分析


《评检查令》是一篇带有浓重学术气息的政论文，因为马克思在文中首先尝试从理论高度来论证书报检查令的不合法和非理性，对该法令现实弊端的剖析则处于相对次要地位。他在文中所应用的思想理论基本都是从黑格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虽然他后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并将其辩证法思想加以改进，但是马克思也从不讳言其自身的学术思想是从黑格尔理论中萌芽的。
 
[20]

 下文中笔者主要由两种在文中集中出现的政治理念——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入手，分析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理论特点。


（一）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自由观


马克思在文中应用的自由主义观念是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并带有明显的唯心论和理想主义色彩。他此时所理解的自由，基本上是一种造就人现实存在的先天实质和基本形式。因为精神自由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基础和形式，所以自由也就应该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
 
[21]

 这种观念和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相呼应，主张自由权利的先天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评检查令》具体语境中所主张的自由，却也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行动和思想自由。在他看来自由虽然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普遍存在，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却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论和出版自由作为自由的一种具体形式，对其过度限制必将妨碍社会演进，在当时具体条件下，也会对社会民主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22]

 由此可见，马克思首先在普遍自然律层次上主张人的先天自由权，进而在具体社会发展层次上敦促保障当前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由于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马克思在此将新闻出版视为一种人的存在和精神的特殊外在化，亦即一种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客观物类（Cattungswesen）。
 
[23]

 他此时还没有像在评莱茵省议会辩论的论文中那样，将新闻出版看作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文化功能并与民众政治权益紧密相关的社会存在。
 
[24]



马克思参与具体新闻出版工作之后，他所理解的自由概念便开始进一步变化，不再是抽象以及无限制的泛自由化概念，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服从特定规范。在他主编《莱茵报》期间，“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自由人”团体投来大量稿件，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些奢谈哲学和宗教的文章大多脱离现实、空洞无物，所以拒绝采用
 
[25]

 ，而这种严厉态度也加速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疏离。马克思此时所支持的自由言论是建立在作者独立思想和有深度的传播内容之上的负责任行为，同时要求作者联系实际、保证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26]

 由此可见，马克思后来逐渐放弃了唯心论自由观。

普鲁士当局此时同样尝试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规范和约束民众自由，除了通过建立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对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行程序性约束之外，他们更着手制订形而上的标准对社会言论和思想加以精神钳制。这类标准包括要求作者必须进行“严肃和谦逊的探讨”（ernsthafte und bescheidene unter-suchung）
 
[27]

 ，只有合乎这样尺度的传播才不会受到检查措施的干预，反之就会被封禁并剥夺传播自由。马克思认为这种检查措施不能给言论自由提供良性规范，只能导致根本上取消言论自由。他认为符合理性的自由探讨的结果应当接近和实现真理，并从而实现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理性。但是当局所设置的这种“严肃和谦逊”的标准不但不能达到这一效果，反而会对其造成妨害。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写的：“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Bildet die Bescheidenheit den Charakter der Untersuchung，so ist sie eher ein Kennzeichen der Scheu vor der Wahrheit als vor der Unwahrheit.Sie ist ein niederschlagendes Mittel auf jedem Schritt，den ich vorwärts tue.Sie
 ist eine
 der
 Untersuchung
 vorgeschriebene
 Angst
 ，das
 Resultat
 zu
 finden
 ，ein Präservativmittel vor der Wahrheit．）
 
[28]

 可见，当局对自由探讨预设标准的动机，只能妨碍或禁止人们去探究真相和真理。因为如果服从这种标准的话，所有的探究都只能在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从理论上来说，探究真相和真理的基本前提却是排除所有边界和禁忌，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没有禁区和偏见的自由探索，并保证充分还原真相和真理。受限制的探讨产出的残缺的真相和真理只能是虚假和谬误。
 
[29]



因为新书报检查法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欺骗性假象[马克思称其为“虚伪自由主义”（Scheinliberalismus）]
 
[30]

 ，导致不少人一开始将其当作一种划时代的自由民主改革措施来颂扬
 
[31]

 。马克思指出这些民众的天真和阿谀，并揭露出当局使用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模糊用语下所隐藏的真实意图。
 
[32]

 在他看来，该法令并未否定既有的书报检查制度，其自由主义表象无非是用来掩盖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之间矛盾性的障眼法罢了。
 
[33]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该法令，进而质疑这种“严肃和谦逊”标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认为若加以滥用不但会限制创作自由，更将造就专制性的僵化标准。正如他在文中所言：“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Ihr bewundert die entzückende Mannigfaltigkeit，den unerschöpflichen Reichtum der Natur.Ihr verlangt nicht，dass die Rose duften soll wie das Veilchen，aber das Allerreichste，der -eist soll nur auf eine
 Art existieren dürfen？）
 
[34]



胡耀邦生前曾引用此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并评论道：“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
 
[35]

 在笔者看来此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读，虽然马克思的确在文中反对用专制手段限制思想和传播自由，但是其表述中并没有主张思想多元的意涵。其原意是强调尊重客观事实的本来面貌，因为自然从来就是丰富多样的，刻意强调多元反而会造成新的后天干预。对此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应保证人们拥有维护其特殊观念并自由表达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应保证其自由表达有不受“严肃和谦逊”标准的钳制的权利，从而避免丰富多样的自然状态经过检查措施后，变成以维护官方利益为唯一目的的沉闷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Grau
 in
 grau
 ist die einzige，die berechtigte Farbe der Freiheit.）
 
[36]

 这种“灰色”并非“清一色”的思想观念，而是一种给当局提供了政治操弄空间的混沌状态，也是一种唯有当局掌握最终解释权的黑箱状态。由于其中被扭曲的传播内容往往背离真相和真理，在马克思看来也是一种处于“阴暗”（schatten）中的非理性状态。
 
[37]



因此马克思断定，“严肃和谦逊”的标准虽然经过当局的精心伪装，但是实际上仍将导致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粗暴妨害。他认为真正的“严肃和谦逊”只能是合乎理性的，而当局所制定的标准由于其非理性的消极效果，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严肃和谦逊”，而只能是一种虚伪的幌子。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言：“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Die allgemeine Bescheidenheit des Geistes ist die Vernunft，jene universelle Liberalität，die sich zu jeder
 Natur
 nach ihrem
 wesentlichen
 Charakter
 verhält.）
 
[38]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思想自由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性的具体实现形式，所以自由应该由理性来加以规范，而不是通过外在强加的非理性的检查措施。换言之，马克思当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立足于理性主义理念上的，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保证和约束合理的自由，而这种观念是同样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


（二）普遍和抽象的理性观念


理性观念当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对理解和把握自由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评检查令》文中马克思更是始终立足于普遍和抽象的理性原则，并将其作为基本准绳来衡量评判书报检查法令，进而指出该法令非理性的实质。接下来就来看看马克思当时是如何具体应用理性观念的。

正如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当作理性可以战胜现实的证据来看待
 
[39]

 ，马克思也将理性（vernunft）作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核心概念来运用。他将其视为一种应该达到的更高的文明境界来对照现实中的不完善，并且敦促按照理性的标准来纠正现实弊端。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理念相区别的是，马克思不满足于仅在学术、艺术和宗教领域中运用理性概念，也不像黑格尔那样采取近乎遁世的态度，忽视现实矛盾并沉溺于幻想中的理念世界和绝对自由，而是将着眼点逐渐从宗教批评转移到社会批评中，进而追求现实世界中的有序和合理。可是他在实践中却发现，这类学院化的纯理论除了不断证明现实往往背离完满理性这一事实之外，基本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未放弃探究社会矛盾的志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心，他将黑格尔的理论加以发展和改造，努力使其融入现实生活并发挥效用。

《评检查令》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激进和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以及他的雄辩技巧和缜密逻辑。除了他所特别擅长的用反命题来揭发对方论点荒谬性的对照法之外，文中还大量采用了层进演绎、排比、平行、对照以及交错配列等修辞手法来加强表意效果。他以典型的学者严谨态度，耐心而仔细地寻找着检查令中的每一条可疑线索，然后揭露和剖析其中的矛盾和谬误。不过他在这样巨细无遗地搜寻整理各种疑点的同时，却又似乎忽略了探究和总结这些疑点之间的深层共性和肇因。
 
[40]

 马克思在文中使用的核心论述工具是逻辑工具，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演绎来论证检查令的自相矛盾，因为在他看来合乎逻辑是理性的基本特性，所以国家机器的理性就应表现为其行为的合乎逻辑性。
 
[41]

 虽然马克思在文中的确成功地通过揭露法令的不合逻辑来反证了其非理性，但是仅仅通过逻辑推论本身并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更不能直接导致现有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修正，所以《评检查令》从效果上来说也仅限于纸上谈兵。

马克思在文中使用的国家概念基本上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化概念，或者说是国家理性的化身。正如他在文中所言，“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der Staat die Verwirklichung der politischen und rechtlichen Vernunft sei）
 
[42]

 。虽然马克思不像“老年黑格尔派”那样将普鲁士作为理想国来鼓吹，但是他也认为作为黑格尔主义者必须坚信精神的全能和理性的最终胜利，所以普鲁士同样需要按照理想国的标准来加以构建，而人类的未来也寄托在这种国家理性的实现上。
 
[43]

 相应地，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当前责任就是通过批评去揭露政治现实和政治理念之间的差距，并推动其加以改进。这样才能将发生异化的国家机器改造成理性国家，而国民只消在法律框架中遵从自身理性，就能实现法律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由。
 
[44]

 这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观念反映出当时马克思尚未得出国家机器是一种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是直接反映财产占有关系的后天产物的结论。

书报检查令的实际运作又是如何与理性原则产生矛盾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法律和新闻出版都是理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新闻出版应是民众心灵理性的外在表露，而在合理的法律范围内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则应是理性的一种客观表现
 
[45]

 ，限制自由的检查措施不能造就健康的公众意识和社会舆论。用书报检查官的个人倾向和判断来取代明确的客观标准尤为危险，暧昧不明的主观标准只能为当权者提供更多的操弄空间和干预自由的权限，最后只能导致自由遭受更大的流失。这种法令的效果形同党派间的倾轧，同时也是政府对国民的压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Das Gesinnungsgesetz ist kein
 Gesetz
 des
 Staates
 für die Staatsbürger
 ，sondern das Gesetz
 einer
 Partei
 gegen
 eine
 andre
 Partei
 ）
 
[46]

 。由此可见，围绕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具有党派政治色彩，在检查制度背后也隐藏着特定的“党派”利益。但是马克思在文中并未进一步深入剖析这种党派政治性，也没有明确认定当前的专制国家机器代表的是哪一种特定的“党派”利益。他只是指出，推行这类法律的政府已经走到民众的对立面并发生内在异化。正如他在文中所言，“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eine Regierung，die sich in prinzipiellen Gegensatz gegen das Volk setzt und daher ihre
 staats-widrige
 Gesinnung
 für die allgemeine，für die normale Gesinnung hält，das üble Gewissen der Faktion erfindet Tendenzgesetze，Gesetze
 der
 Rache
 ，ge-gen
 eine Gesinnung，sie nur in den Regierungsgliedern selbst ihren Sitz hat）
 
[47]

 。在批评当局政策的同时，马克思在这里仍然将当前政府和他心目中不涉及具体利益关系的抽象国家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当局的政策是“反国家”和非理性的，其书报检查法令也会妨碍当前国家成为完善的理性国家。

书报检查令不仅从价值取向上是反民众和非理性的，其执行中同样存在严重弊端。只消书报检查官认为作者的态度“轻浮、敌视或者偏激”，就可以对其封禁，但是这些评判尺度都是主观性的，可以随着检查官的情绪和心态发生变化，所以如果依照这类标准来取缔“不得体”的批评的话，那么事实上就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是得体的了，因为所有的批评都可以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视为敌视或者偏激。用检查官的主观意志作为准绳，事实上也就取消了将客观事实作为真相依据的基本前提。因为检查官自身智识必然不尽完善，其情绪也必然无法永远稳定，这就决定了依赖其主观判断的结论也必然不完善、不稳定和不可靠。

尽管如此，当局却仍然蛮横地将检查官视作不容置疑的道德和精神存在，并且粗暴地指令民众对其盲目信赖和服从。
 
[48]

 显而易见，当局力图通过这类措施使自己成为唯一掌握“真相”的主体，并且让官方的判断成为国家理性的唯一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因其高度主观性，由此产出的唯一“真相”却必然是不可靠的，而由当局所声称的唯一“理性”也必然是非理性的。这样的现象只有在高度官僚化的警察国家里才会发生，对此马克思指出：“由此可见，书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则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So ist das Wesen der Zensurüberhaupt in der hochmütigen Einbildung des Polizeistaates auf seine Beamten gegründet．Selbst das Einfachste wird dem Verstand und dem guten Willen des Publikums nicht zugetraut； aber selbst das Unmögliche soll den Beamten möglich sein.）
 
[49]

 就这样，新书报检查法令不但没有削弱以前的书报检查制度，反而对其加以强化。

如果任由检查官用“倾向”来评判思想，并且将整类思想观念打上“不得体”的烙印而加以窒息，就会导致社会中所有的自主思想被扼杀于萌芽中，随之被扼杀的便是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可能。因此马克思断定书报检查措施和法律精神无法相容，它排除了所有公众性讨论和争议的可能，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个人去行使公众性职责。只要继续维护这种制度，就必然使得政府和国家机器转变为社会和公众的对立面，而不再是保护公众和服务社会的机构，这同样是明显的异化。正如马克思在文末笔触沉痛地写下的，“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denn das Institut ist schlecht，und die Institutionen sind machtiger als die Menschen）
 
[50]

 。这句话里面的第一处“制度”特指书报检查制度，而第二处“制度”马克思使用了复数。由此可见，他当时已经意识到，除了书报检查制度之外，普鲁士国家机器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具有异化特征的制度。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公众被剥夺了人的自由和权能。

虽然马克思发现了当时国家制度中的普遍异化，并主张彻底废除戕害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仍将这种特定制度孤立看待，并未进一步触及滋生该制度的深层机制，因而难免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处境。马克思当时尚未思考过通过批评该制度去实现更广泛的结构性革新或颠覆，这也反映出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尚不成熟。虽然在文中他倾向于代表莱茵省人民的自由民主事业，但他并未在广义人民中进一步去选择代言其中特定阶层，而只是从一种超然独立的学术视角论述理论化的应有之义。直至主持《莱茵报》并与书报检查机关苦战之后，马克思才意识到，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所面对的敌人并不仅是书报检查制度本身
 
[51]

 ，还包括背后操纵该制度的政治势力，而该势力则又是从特定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中产生的。在与这样的敌对阵营的斗争中，仅仅依靠基于学术理论的批评是毫无胜算的
 
[52]

 。此外，普鲁士国家机器的现实表现也否定了他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国家理性观念，事实证明这种抽象而完善的国家理性在现实政治中是不存在的，起码不存在一种能同时代表所有阶级利益的国家理性。


三、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撰写《评检查令》时，尚处于其政治和学术思想发展早期，他在文中所使用的理论基本来源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因为他此时尚未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也不可能开始运用后来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和论点。此时他的政治立场属于同情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过渡尚未完成。因此在笔者看来，迄今国内对该文的解读中多少存有过度拔高的嫌疑，让24岁的马克思在其首篇政论文中便决绝地全面批判“反动统治者”，并且“证明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不合理性”
 
[53]

 ，这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事实上，马克思此刻尚未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当局彻底决裂，反之却仍抱有改造和完善普鲁士国家政治的幻想。

文中的批评同样是在尊重当时基本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其间马克思强调的也是主流话语中的理性和法律的原则，颠覆性的“革命”字眼尚未出现。由此可见，撰写《评检查令》时期，马克思应属于民主主义改良派，直到他后来与当局激烈冲突并被迫流亡国外，才选择了对抗性的革命路线。马克思虽然是一位天赋异禀的思想家，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也就是一位天生的革命者，他对革命的理解和接纳是在特殊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显然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评检查令》在其自身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所以他授意将该文列为1851年编撰的其首部作品全集的第一篇文章。
 
[54]



在刊登于《莱茵报》上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中，马克思再度集中论述了出版和言论自由。相比《评检查令》中只是笼统地代表莱茵省人民，马克思在此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反对派立场，他不但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当局权力先天合法性的认同，更进而发出了《评检查令》中无从见到的激扬战斗呼吁，即鼓励民众“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
 
[55]

 。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的观念转变，反映出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飞速成长。
 
[56]

 而这一刻的战斗呼吁，亦可视为他由资本主义民主改良派向社会主义革命者转变的重要标志。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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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DAVID MCLELLAN.Karl Marx，Leben und Werk[M]．München：Praeger Verlag，1974：25-28，40．


 [2]
 同[1]40，49．


 [3]
 例如费尔巴哈当时也因为对宗教的批评态度而无法在大学执教，只能专注著述出版。LAPIN N I.Der junge Marx[M]．Berlin：Dietz Verlag，1974：59．


 [4]
 Marx Karl，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Berlin：Dietz Verlag，1975，（I）：984.下文缩写为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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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查、出版法与出版自由——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管窥


陈继静



《普鲁士出版法案》是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撰写的评论，写于1848年7月19日，次日发表。全文约2 000字，当时未署名。中译文首次发表于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70~273页。

该文是马克思论述出版自由的主要文献之一。对该文撰写背景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出版自由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抨击封建书报检查令，到批判仍带有王权色彩的出版法，最后诉诸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转变自然受马克思治学旨趣、革命经历的影响，但决定性动力却来自他的新闻出版活动。


一、临时出版法案批判


《普鲁士出版法案》批判的是1848年革命后内阁通过的临时出版法案。3 月18日柏林起义（又称三月革命），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应资产阶级呼吁，下令永远废除书报检查制。7月，大卫·汉泽曼内阁向国民议会提交临时出版法案。

临时出版法案出台后，立刻引发各界评论。例如，法案禁止以“引起公众蔑视”为由提出控诉，只许以“详加证明的文件”证明事实。一些报纸据此认为法案是巨大的进步，出版自由得到了全面保护。而马克思的看法却不乐观，他就此写道：“当不能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马克思，1848f：270-273，此后凡引证此篇，不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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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汉泽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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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画像）

马克思以《新莱茵报》编辑的身份提出，法案将导致“报纸的生存受到威胁”，因此《新莱茵报》得到法案草稿便予以批判，《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便是马克思的批判成果，它取代本应顺序刊登的“妥协辩论”系列文章，出现在7月20日的《新莱茵报》上。

在马克思看来，临时出版法案最严重的问题出在第10条。该条规定，“凡是在国家官员执行自己职务方面诽谤国家官员的人，罪加一等”。马克思将这—条与当时德国刑法中有关诽谤罪的条款比较，证明了两者并不一致。根据刑法222条，官员执行公务时或因执行公务而遭言语侮辱，侮辱者应判处1~2年徒刑。而临时出版法案第10条只将刑法222条的措辞略加改动，却扩大了诽谤官员的惩罚范围，更使惩罚力度加重两倍。马克思讥讽道：“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肆虐、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别人打人、进行逮捕和不加审问就加以监禁。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

马克思还指出，法案中涉及没收、反道德罪行的条款也与革命精神相违背。例如，法案第21条规定，书报检查官不仅可以查禁已经印好的作品，甚至可以下令没收刚刚付印的手稿。马克思戏称：“对于仁爱的检察官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广阔的活动天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报纸编辑部里去要求审查已经‘付印的手稿’……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娱乐！”马克思将这一条款与宪法草案比较以说明其违宪：宪法草案规定“书报检查永远不能恢复”，而临时出版法案却使这一规定变成了“一种恶意的嘲笑”。

《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充满嘲讽与反语。正如传记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所说，马克思青年时期甚至后来的很多文章都以极其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立场激进，毫不妥协，爱憎极端，以归谬法反驳对手（麦克莱伦，2005：35）。《普鲁士出版法案》正是这种文风的典型代表。


二、从书报检查到出版法


《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对法案几乎未置褒奖，这与法案的历史地位多少不符。1848年革命前，普鲁士王国实行书报检查制，曾于1819年、1841年两次颁布书报检查令，其中1819—1830年监管尤严，造成德国出版史的精神“大斋期”。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普鲁士的舆论愈来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代议制和出版自由，特别是后者”（恩格斯，1842b：543）。因为这段背景，革命后政府迫于压力以临时出版法案取代书报检查令，虽然其条款仍带有较多的王权色彩，仍算是出版管制的一种进步。

其实，马克思批判法案在后，挞伐书报检查令在先。第二次书报检查令颁布时（1841年12月24日），马克思刚大学毕业，正准备投身新闻业。1842年2月，他在波恩写下《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寄给《德国年鉴》主编阿诺尔德·卢格（Arnold Ruge）。文章引用书报检查令序言，向读者证明“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马克思，1842a：108）。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1842a：134）由于观点激进，这篇文章未能在《德国年鉴》发表，转刊于1843年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治界轶文集》（第1卷）。轶文集收录的均是被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禁止刊行的文章，由流亡瑞士的卢格整理出版。《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生平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换句话说，他以批判书报检查令开启了新闻人生涯。

首次挞伐书报检查的文章虽未能在普鲁士境内发表，公开抨击的时机却很快到来。1842年年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Rhenish Diet）召开，97名议员针对书报检查令、出版自由和议会记录的公开等问题展开辩论。威廉四世摆出开明姿态，允许报纸报道辩论过程。马克思立即“借辩论新闻出版问题之机，……从另外的角度来重新论述书报检查和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马克思，1842c：29）。4月初，《莱茵报》刊登了这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篇论文）。所谓“另外的角度”，是马克思首次将书报检查法与新闻出版法对比论述。文章指出：“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马克思，1842b：166）“新闻出版自由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符合，而书报检查制度则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矛盾，难道这还需要加以证明吗？”（马克思，1842b：171）“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书报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1842b：175）经过比较，答案昭然若揭：“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马克思，1842b：176）此文是马克思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报纸评论。它表明，当时马克思抱有“法治保障出版自由”的观念。

马克思对书报检查令的批判果然应验。1842年年底至1843年年初，《莱比锡总汇报》《德国年鉴》被普鲁士当局查封。对此，他在《莱茵报》上评论道：“既然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而被查禁的，那么与此同时，希望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国内问题的想法也就一并遭到了禁止。”（马克思，1842g：351）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并不只是因为自由派的报纸遭到了干涉，相反，他看到的是为所欲为的审查制度对一切报纸的伤害。在书报检查制度下，保守派报纸也同样面临威胁。正如《莱茵报》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马克思，1843：401） 1843年3月31日，灾难降临《莱茵报》。该报一篇反俄的长篇评论引发沙皇尼古拉一世抗议，于是普鲁士政府查封了《莱茵报》。马克思试图主动辞去主编职务以挽救报纸，却以失败告终。

由于这层背景，三月革命后，普鲁士出版法案以法治代替为所欲为的检查和查禁，多少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尤其在曾经实行过拿破仑法典的莱茵省（参见下文分析），出版业的法治保障相对更好。正如恩格斯回顾《新莱茵报》时所说：“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恩格斯，1884：20）所谓“绝对的出版自由”，即法治化的自由（陈力丹，2008：398-399），《新莱茵报》的创办便是利用这种自由环境的结果。

《新莱茵报》的生存境遇间接说明了出版法治化的好处。该报出版不到一年便被告23次，主编马克思还因两起诉讼出庭自辩：一次是报道警察逮捕行动，《新莱茵报》被指诽谤官员（马克思，1848a：13；马克思，1848b：189；马克思，1848c：190-193；马克思，1848d：202-204； 1848e：230-230；无署名，1848a：578； 1848b：579； 1848c：581； 1848d：586； 1848e：590； 1848f：598）；一次是报道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号召抗捐斗争，《新莱茵报》被指煽动叛乱（马克思，1849a：42）。但对主编马克思而言，这已是一种进步：“虽然检察机关费尽了心机，但除了说我们连犯了第222条和第367条的规定以外，它还无法控告我们犯了别的什么罪行。”（马克思，1849b：262）由于审讯、宣判公开，两起诉讼均以无罪结案。不仅如此，1849年5月科隆戒严后，政府企图查封《新莱茵报》，“科伦行政区政府便请示本地检察机关，企图以非法逮捕的手段来达到那个目的。这一企图由于检察机关在司法上的怀疑而遭到了破产”（马克思，1849e：600），最后只能诉诸警察诡计。可见，临时出版法对出版自由多少还有保障作用。

当然，由于1848年革命的不彻底性，出版法案无法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出版法相提并论。正如前文所述，正是迫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才承诺出版自由，而普鲁士出版法案正是这一妥协的产物。自1848年7月颁布直到1949年3月被新的法案取代，普鲁士王国的出版自由环境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且随时面临专制复辟的威胁。对此，马克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边批判法案，指其无异于变相复活书报检查；一边又利用法案带来的法治环境，积极筹划办报。《新莱茵报》正是在这种脆弱、短命的法治环境中诞生，甚至编辑部的创刊声明都反映了浓厚的危机意识。报纸原定7月1日出版，但“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马克思，1848b：13）。九月法令是指法国1835年9月颁布的法令，它限制陪审团裁判权，增收报刊现金税，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体制的言论，是法国七月革命以来自由斗争的倒退。马克思担心德国也会很快出现类似的倒退，因此决定提前出版《新莱茵报》。


三、马克思：从新闻人到革命理论家


马克思的出版自由观并未止步于批判书报检查、提倡出版法治。1849年革命失败后，他客居英国，又发表过多篇关于出版自由的争论，但争论焦点转向以革命寻求“真正的出版自由”。为说明这种转变，有必要追溯马克思从新闻人到革命理论家的身份变化。

马克思早年认为资产阶级法治能保障新闻自由，这与他的新闻出版经验密切相关。1841年4月15日博士论文通过后，马克思面临两种选择：在大学教书，或投身新闻业。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学术界十分保守，大学不关心政治，沉溺于浪漫主义，排挤无神论与青年黑格尔派。（麦克莱伦，2005：31）相比之下，出版界反而成为激进思想的汇聚地。当时德国报业尚未步入商业报刊时代，多数报纸都还是“言论纸”，以宣传个人或团体理念为己任，马克思最先接触的《德国年鉴》和《莱茵报》便是如此。《德国年鉴》（全称《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由倾向青年黑格尔派、被大学驱逐的青年教师阿尔诺德·卢格主编。《莱茵报》（全称《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这时已集结了一批自由主义倾向的撰稿人如格奥尔格·荣克，实业家梅维森、马林克罗特（两人后来均出任过普鲁士内阁总理），青年知识分子莫泽斯·赫斯等人。卢格、荣克、赫斯均与马克思来往密切，他们多次邀请马克思为《德国年鉴》《莱茵报》撰写评论。
 
[1]



莱茵省的自由风气也能解释马克思对出版法治的向往。由于特殊的历史，这里比德国其他地方更崇尚自由。
 
[2]

 1795—1814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该地区曾被划入法国，按大革命原则治理； 1815年并入普鲁士王国后，虽然改行普鲁士的法律，大革命的影响却未消除。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就在莱茵省，青年马克思“醉心于18世纪法国的政治、宗教、生活、艺术”，自视为“真正的18世纪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
 
[3]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特里尔中学校长胡果·维滕巴赫、数学老师和希伯来语老师等，都曾参与当地的自由运动，并因此遭受当局监视或迫害。（麦克莱伦，2005：8-11，36）不仅如此，《莱茵报》所在地科隆是莱茵省首府，其编辑、撰稿人也大都是莱茵省的进步人士。受自由风气熏染，青年马克思撰文抨击书报检查、呼吁出版立法，可谓合情合理。

但马克思务实思考法治与出版自由的关系，则始于1842年10月担任《莱茵报》主编后。在此之前，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团体“自由人”将《莱茵报》当作言论阵地。马克思任主编后，开始拒登这些稿件。拒登原因在他后来写给卢格的信中表露无遗：“宣布自己支持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马克思，1842d：32）“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抨击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自由人’的大批文章因而不得不撤下。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它们往往“思想贫乏却自命能扭转乾坤”。（马克思，1842f：41）在此之前，马克思也曾向编辑方针制定者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表达过同样的意见：“从理论上泛论国家制度，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毋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讨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自由人”的某些讨论“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会遭到更严格的书报检查，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这样做会惹恼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马克思，1842e：35-36）这封信写于1842年8月，当时马克思已经参与《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但直到10月才担任主编。信中所谓“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实际活动家”，似乎是他未来主编角色的写照。可见马克思当时相信，合法的报刊斗争确能扩大出版自由。

因为这一信念，《莱茵报》停办后，马克思流亡海外，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办报经历。前文提及《莱茵报》因外交压力而停办，但其经营管理堪称巨大的成功。停办前，报纸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开始赢得全国声望，深得地方工业家支持。这或许证明了马克思的务实管理卓有成效。受此鼓舞，1844年马克思与卢格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可惜只发行了一期（一、二期合刊，马克思发文两篇）便被普鲁士边境查扣，马克思因此遭到通缉。《德法年鉴》被查禁之后，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实际上主编《前进报》（Vorwärts！），该报是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创办的德文报纸。在普鲁士王国施压下，该报于1844年年底被法国政府查封，马克思等撰稿人被逐出法国。此后，马克思在比利时住了三年，他和恩格斯实际上主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历，恩格斯的概括可谓恰到好处：普鲁士人有两条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是在普鲁士境内发表，但必须接受书报检查；二是在境外发表，但作品经常被没收，作者受到法律追究。（恩格斯，1842a：462）这番话意在批判普鲁士新闻出版法，却正好解释了马克思1843—1848年间的经历。

不难推想，当1848年三月革命消息传来时，已经从比利时来到巴黎的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利用德国的革命条件扩大出版自由。因此，马克思立即从法国赶往普鲁士的城市科隆，与恩格斯共同创办了《新莱茵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该报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在1848—1849年德国民主革命中为全国第三大报纸。

《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法治环境下争取出版自由的最后一次重大尝试，这从报纸宗旨、编辑构成和市场反应等方面均可察觉。报纸以“民主派机关报”为副标题，注重及时报道德国和欧洲革命，尤以大量笔墨评论康普豪森内阁与汉泽曼内阁，其中《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便是典型例子。报纸的八位编辑均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但报纸并未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同盟意见为指导或成为同盟机关报。相反，此时马克思甚至希望解散同盟，因为“实现其目标还有更有效的途径”所谓“更有效的途径”，也许就是办好报纸。（麦克莱伦，2005：184）事实证明，《新莱茵报》针砭时弊的温和立场大受读者欢迎。当年9月发行量即达5 000份，次年5月被禁前达6 000份，跃居全国第三，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可以说，主编这份政治性日报构成了马克思一生新闻事业的高潮。

可惜1848年下半年，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法兰克福议会失去普鲁士国王和其他德意志主要邦国的支持，处境日益困难。9月底科隆戒严，《新莱茵报》被迫停出报纸12天，偶尔只能出版没有标题的传单。（马克思，1848g：492；马克思，1848h：493；科尔夫，1848：599） 11月1日，君主专制复辟，《新莱茵报》开辟“打倒捐税”专栏，坚持号召抗税斗争达一月之久。次年3月12日，当局颁布有关集会结社、招贴和出版的三个法案，其情形被马克思描绘为“出版自由，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马克思，1849c：401-406； 1849d：432-440） 1849年5月11日，《新莱茵报》被指控煽动推翻政府。16日，马克思因其“外国人”的身份被驱逐。（马克思，1849e：600） 19日，报纸以红色油墨出版第301期后停刊。至此为止，马克思所说的“更有效的方式”以失败告终。

从利用法治环境办报的新闻人变为争取“真正的自由”的革命理论家，马克思的身份转变反映在1848年年底《新莱茵报》的激进言论中。1848年年底，报纸报道《新莱茵报》诉讼案时，通过援引马克思的辩护词反复否定现存制度：“据说，帝国内阁在其起诉书中把《新莱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们则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马克思，1848a：71）不仅如此，马克思对现存制度也进行了彻底否定：“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马克思，1849b：277-278）这就是说，报纸的任务不是在法治范围内争取出版自由，而应该作为革命手段，以鼓吹推翻现有秩序为己任。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期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马克思，1849e：602）在上述文章中，马克思反复声明《新莱茵报》自始至终抱有这样的立场，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前文所有分析均表明，从新闻人到革命理论家，马克思的出版自由观经历了三阶段的变化：先是批判书报检查，进而倡导出版法治，最终才转向鼓吹无产阶级革命。


四、结论


《新莱茵报》是新闻人马克思的事业巅峰，也是他转为革命理论家的起点。1849年8月26日，马克思辗转来到英国，在伦敦度过了余生。此后他与恩格斯合作出版过六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2年（1851—1862），晚年还曾指导各国工人党派报刊，他本人偶然主持过几家工人小报，对书报检查、出版法与出版自由等问题有所触及，但论证不多。可以说，马克思有关出版自由的主要论述集中于他青年时代从事新闻出版活动之时。

本文未论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与革命活动，仅追溯他从新闻人向革命理论家的转变。新闻工作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莱茵省的自由风气与师长朋友的引介邀约都促使他拿起笔杆。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的马克思务实稳健，明显有别于街头革命者，这也保证了报纸能够赢得市场。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没有再专职担任报刊主编，究其原因或许是精力转移、流亡身份所限，但绝非办报失败所致。

基于上述背景，《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不应被孤立解读，而应被视为马克思出版自由观演进之重要一环。初涉新闻业时，马克思以批评封建书报检查制为己任，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等代表性文章。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后书报检查制废除，马克思利用普鲁士莱茵省较为自由的法治环境积极办报倡言，《普鲁士出版法案》便是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但随着革命失败，马克思流亡英国，主要精力转向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故不再专职担任报刊主编，也较少撰文专门讨论书报检查、出版法与出版自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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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经济压力也迫使马克思尽快接受《德国年鉴》与《莱茵报》的约稿。1842年6月底，马克思与母亲发生激烈的争吵，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彻底中断。“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里尔待了6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令人讨厌之极的家庭纠纷占用和浪费了。我的家庭虽然殷实，却给我设下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马克思，1842d：31）这次争吵非常激烈，马克思离开锡朱恩施特拉斯，寄宿在附近的一家客店。7月中旬他前往波恩，完全投入新闻出版工作，此后在特里尔、科隆、波恩之间辗转，每个地方都未待太久。（麦克莱伦，2005：39）


 [2]
 相关论述可参考（费弗尔，2010）。


 [3]
 这是马克思外孙女的回忆（麦克莱伦，2005：2，7）。


出版自由法与绞杀自由并存的怪现象——对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的考证研究


陈　绚




一、霍亨索伦王朝的“改革”计划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是欧洲的一个王室，也是欧洲历史上的著名王朝，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当时的执政者应该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对于这样的统治者，马克思曾于1849年5月9日写《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一文，刊载于1849年5月10日的《新莱茵报》第294号上。在这篇文章中，对前当政者，马克思评价道：“谁都知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特别是在1815—1840年，用来实现这种壮志宏图的蛮横的暴力手段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何时何地，从来没有像在这位‘正义的’君主统治时期这样大批地捕过人，判过罪，监狱从来没有像这样挤满过政治犯，何况这些宣传鼓动家都是一些无辜的头脑简单的人。”对于当时当政的威廉四世，马克思写道：“难道还有必要谈论……‘将是本族最末一人’的霍亨索伦吗？……难道还需援引黑格尔的话来证明为什么霍亨索伦家族偏偏要用一个喜剧人物来收场吗？”
 
[1]

 从预言霍亨索伦王朝必将灭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态度。
[a]




（一）“改革”只是缓和此起彼伏起义和抗议的“诱饵”


在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普鲁士政府力图取消曾在该省实行的法国资产阶级法典刑法典（Code pénal），而代之以封建的普鲁士法，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莱茵省贵族的封建特权（长子继承权），实施普鲁士刑法和婚姻法等的法律、指令和法令。
[b]

 即1819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所制定的一系列反动决议（包括卡尔斯巴德决议）。这些决议规定在德意志各邦都实行书报预检制度，对大学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结社，成立迫害有反政府嫌疑的人（所谓“蛊惑家”）的中央侦查委员会。这些警察措施的倡导者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2]

 此后，“警察逞凶，贵族称霸，官僚横行，王室对诉讼程序横加干涉，迫害宣传鼓动家，大批的人被判罪，在财政上挥霍无度，而宪法连个影子也没有”
 
[3]

 。

[image: picture]


恩格斯1848年笔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右）

1843年，国王以在普鲁士实行统一的立法为理由，提交莱茵省议会讨论一个新的刑法草案，以代替莱茵省的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国刑法典。第七届莱茵省议会（1843）否决了这个法案，宣称莱茵省的现行立法完全符合莱茵省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

1848年1月，普鲁士政府召集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所谓联合委员会，名义上是为讨论新刑法草案（这就是马克思所指的钦定法律草案），实质上想借此造成准备进行改革的假象，来平息日益增长的社会骚动。2月3日，法国和维也纳、柏林相继爆发起义。委员会的活动也被3月初在德国展开的革命运动所打断。马克思于1849年2月28日—3月1日撰写了《御前演说》一文，刊登在1849年3月1和2日的《新莱茵报》第234和235号上。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普鲁士政府的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宣布在首都及其近郊戒严的消息，他称是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在没有得到强硬的法律的经久可靠的维护的情况下，戒严就不能取消。当时社会改革的呼声和起义、斗争使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紧张状态，但随着国王和当政者的软硬兼施和让步妥协，气氛缓和了，受到这样严重破坏的信用又逐渐重新恢复。商业和工业开始摆脱曾经威胁它们的萧条而恢复元气。普鲁士政府曾于1948年12月解散了为协商宪法而召集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宣称必须彻底恢复巩固的公共法律秩序，才“赐予”全国一部宪法。后又宣布于1849年2月26日召开两院会议。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代表政府和国王宣布：授予议员们修改宪法的权利。议员们的工作就是在彼此间以及跟政府把此事协商好，还要讨论各种法律——实施宪法所必需的一部分——特别建议严密注意下述草案：新市政条例，关于县、行政区、省的机构的新条例，国民教育法，教会管理法，所得税法，土地税法，关于田赋购买法和关于无偿废除某些田赋的法律，以及创立农业银行的法律，等等。这些法律的制定是“浸透了暴戾恣睢的普鲁士法精神的革新”
 
[4]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关于“俱乐部和集会”“招贴”和“出版的法案”草案。


（二）霍亨索伦王朝对舆论的管制——出版法案


马克思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中所指的出版法案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当时的政府也就是霍亨索伦王朝提交议会讨论的关于“出版的法案”草案，另外还包括“新刑法草案”中一些与出版相关的条文。

事实上并无一部正式、专门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这里的“法案”准确的说法应是“草案”。马克思只是笼统地将之称为“出版法案”。马克思认为草案中相关出版的条文是“浸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

对于这个出版法草案，马克思讽刺其为“最完美的综合物”，指出它是由三个法拼凑而成的，这三个法是：（1）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
[c]

 ，（2）法国的九月法令，（3）普鲁士法。其中马克思认为更多的内容来自封建的普鲁士法。

在这个出版法草案中，马克思指出有的条文更加“从重处罚”：第九节系抄自法国刑法典。在施行普鲁士法的地区，以往对图谋罪和教唆罪（即使教唆成功）的惩罚都轻于对现行犯的惩罚。这些地区现在都采用了刑法典的条文，凡教唆犯罪得遂者与犯罪者同等论处。

草案第十节。法国的九月法令规定：企图侵害市民社会中的财产和家庭所依据的基础者，或挑拨公民相互仇恨或歧视者，皆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这节源自九月法令，但比九月法令的表述糟十倍。

草案的以下各节的制定，马克思认为只是为了重新把被废除的普鲁士法再“赐给”莱茵省，其中，国王还准备把原来莱茵省的法律中根本没有的以下各种新罪名加诸莱茵省公民，如：

（1）用明知是虚假的消息或用在法律上不能得到证实的事实来挑拨人们仇恨和轻视国家机关或政府者。

（2）发表在形式上势必煽起对合法存在的宗教团体（根据钦定宪法，甚至土耳其人和多神教徒也都算是合法存在的宗教团体）的仇恨和歧视的“言论”者。这两种新的罪名是要采用（a）旧普鲁士的“煽动不满”和（b）旧普鲁士关于亵渎宗教的概念；这两种罪行都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

（3）侮辱陛下和不敬重。草案第十二节中做了如下的“制定”：“凡通过语言、文字、印刷品或以符号、图画或其他某种描写形式表现出对国王陛下之不敬者，处以两月至五年的徒刑。”（陛下包括国王、王后、王储、王室的其他成员、某个德意志邦的元首）

（4）即使是对证据确凿的事实做出的论断，但只要被论断的事实证明是蓄意侮辱者，也应按侮辱罪论处。

（5）草案第十九节规定：“如有人通过语言、文字、印刷品、符号、图画或其他某种写形式侮辱……①两院中之一院<“作为议院而论”>，②开会期间某一议院之议员，③其他某一政治团体、公共机关或公务人员，处以九个月以下的徒刑。”

（6）对私生活的侮辱或诽谤。《拿破仑法典》只规定对公开进行的或到处散布的侮辱或诽谤加以惩治。新草案则企图把在私人谈话中、在自己房屋中、在自己家庭中、在私人通信中所发表的任何意见都置于警察局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并加以惩治。马克思认为，新草案企图组织最卑鄙的无孔不入的特务活动。有无限权威的法兰西皇室政权的军事专制总还尊重私人交谈的自由；虽然普鲁士政权在它的立法中是禁止擅入私人住宅的，但其家长立宪制的监视和惩罚竟然推广到了私人生活，推广到了私人生活中最忌讳的领域——甚至连野蛮人也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家庭关系的领域。马克思讽刺地指出，正是这同一法律以前曾有三项关于任何侮辱家庭关系的言行都要处以两年徒刑的规定，而现在竟如此无视私人的权利。

（7）草案第二十二节这样写道：“凡预定发行之出版物，若……其内容含有可以依据行政当局的命令予以追究的罪行或过失，不论在何处发现该出版物，纵令该出版物已经开始发行，警官皆有权予以没收。”因此，如马克思所言：法案规定有权没收那些尚未开始发行、还不能成为据以指控犯有“罪行或过失”的根据的出版物；这样一来，法案就把警察式的掠夺也推用到那些在法律上完全不“应予以追究”的私人占有物上了。

这些法律全无“自由”精神可言。对比这些条文，报刊出版物上的言论只能是动辄得咎。

另外，莱茵省的当权者借口新法案有缺陷，需要用普鲁士法的长处来弥补。曼托伊费尔—海特内阁还“钦定”给全国一部国产宪法，以便给莱茵省法律钦定一种前所未闻的新罪名——“侮辱议院”
 
[5]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和莱茵省的当权者都在寻找机会，将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塞进”法律中。


（三）被国家权力绞杀的“自由”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哪国的法律也不允许攻击统治者和现存的制度，上述这些条文只不过是国家统治者对权力的维护。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不自由”，是“绞杀自由”。因为新闻出版自由的精髓“在于一个国家是否确立了有效限制国家权力并维护个人自由的法治和民主，新闻出版自由能否得到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
 
[6]

 。

而与法治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新闻报刊对官员和对制度的监督作用。如果没有这种监督作用，报刊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强调了报刊的使命是对被压迫者的辩护和对压迫者的监督和批判。这里，马克思揭示了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实际上，新闻媒体要起到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最关键的是能及时报道和揭露事实真相，同时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证公民个人的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就不会受到广泛有效的监督。”
 
[7]



对于马克思上述思想的理解，很多学者和研究者都是有共识的。如有学者写道：“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
 
[8]



而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这篇马克思所写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正是马克思与权力控制和权力腐败开展斗争的檄文。


二、为什么会出现出版自由法案与绞杀自由并存的怪现象


出现出版自由与绞杀自由并存的怪现象，是因为徒具法律外形的法条实质上是恶法，这些恶法的存在不是保障自由，而是绞杀自由的。

早在1842年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一文中，马克思就认为：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是被惩罚者。新闻出版法是给自由投的信任票，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将自由本身视为滥用加以惩罚。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书报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那么上述这些名为“出版法案”的条文也不过只具有法律的形式，甚至连法律的形式都算不上，只是一些管制自由和钳制新闻传播的条文而已。


（一）马克思阐述的法治原则


如上所述，马克思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时对制定保障自己的出版法有很高的期待，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在他看来，“出版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不可能成为以惩罚相恫吓的一种预防重犯重犯的简单手段。恰恰相反，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
 
[9]

 ，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法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是具有法律形式，另一类才是真正的法律，区分的标准是对自由的立场：前者“自由是被惩罚者”（惩罚自由的手段就是警察），后者“自由是惩罚者”。即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法治是对“违法者”公开的审判，而不是通过宪兵和警察。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没有别的，法官的义务是将法律条款运用于个别事件，并通过对法条的认真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官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任何人，是独立的。但书报检查官的“上司”是官方的官员，或者说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他根据官方的解释来理解法律。因此，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但书报检查官所表现出的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法官是根据一定的法律条款来审理“行为”，书报检查官不仅没有惩罚“真正”的罪行，而且他自己本身的行为就可能是在犯罪。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一个人违反了现行法律，哪怕是法律受到破坏的地方还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但在不存在新闻出版法的地方，自然没有法律可能被违反。按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克思认为，当书报检查制度认为他的行为违反当时的法律时，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真的违反法律，而仅仅是宣布他的意见有罪，因为他的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这种势力不能被确立为法律，它怕见阳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则的约束。”
 
[10]




1.新闻出版法的良法之治原则


马克思认为法律的本质不是压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11]

 。马克思认为法之所以为“法”，是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新闻出版法之所以成为“法”，也是因为它对新闻出版自己的认可，否则该“法”本身即为“不合法”。“如奴农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
 
[12]

 简言之，马克思认为良法才是法，而恶法不是法！社会中即使有一部以“新闻出版法”为名的法律存在，如果它是一部新闻管制法，是压制新闻自由的恶法，它也只是徒有法律的形式，究其根本仍然是不合法的。真正的法治之道就应该是良法之治。


2.宪法规定了新闻出版自由，现实中并不一定就有“自由”


以压制新闻出版自由为实质内容的“出版法”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书报检查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是真正的法。

一个国家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并不在于是否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在于有没有制定新闻出版法，而是在于法治的精神。法治的精神一方面体现为保障新闻自由的法律条文，还有一方面体现为对违反新闻出版法律条文的公开审判，而不是如马克思批判的普鲁士王朝的做法，用警察和宪兵来执法。

近代以来，不少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但这些并不一定会带来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在许多国家仍然缺乏法治和民主，有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宪法规定通常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更有甚者，如马克思在1848年批判普鲁士法案时指出的：“在宪法草案和‘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有一条规定：‘书报检查永远不能恢复’，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庄严重要的规定听起来简直是一种恶意的嘲笑！”
 
[13]

 因此，仅仅在新闻出版法或宪法中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款并不等于新闻出版自由就能保障，关键还在于一个国家是否确立了有效限制国家权力并维护个人自由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使新闻出版自由能得到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


（二）马克思文章中的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新闻自由


马克思在主张新闻出版自由时，特意提到了中国。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说：“旧的书报检查法令，……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
 
[14]

 意思是说中国远到与普鲁士不相干，不相干还不准说？可见报禁之严。马克思还写道：“我们不要有弊病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
 
[15]

 马克思这里指当时作为东方帝国的中国是言论控制的典范，按照普鲁士官方的标准就是完善的，讽刺说普鲁士应该学习中国，禁绝民间报刊，这样一来，也就不需要费劲地搞书报检查了。

的确，从国际环境来看，相对于马克思在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影响要小得多。一是因为19世纪后半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相继废除了审查或书报检查制度，而对西方来说，英国思想家密尔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重点是讨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之后的社会法律如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问题，这才是西方国家理论界和司法界关注的重点。而此后的马克思也移居英国，他开始重点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新闻自由的话题已经不再是重点。二是因为苏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执政后国内外形势严峻，不得不通过了对付其他党派的出版法令，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对此，波兰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曾于1918年在狱中所写的《俄国革命》一文中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16]

 不幸的是，苏联在内战之后也没有恢复新闻出版自由。而这种“苏联模式”又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制度和出版制度产生了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例如新闻媒介的国家垄断和报道专题的选题备案制等。因此，从当代的中国的状况来看，要实现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艰巨和复杂的历史进程。

所幸的是，中国当代的领导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走依法治国之路，目前也已开始重视公民的普遍权利问题。2012 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17]

 这里的“广泛权利和自由”当然是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的。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向前进。


三、对蔑视自由的抗议——“诗人”的愤懑与谴责


就马克思而言，他本人就是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长期受害者。马克思的一生主要是作为独立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事理论研究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说马克思曾有过某一相对固定的职业的话，那就是早期曾经担任过一些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然后由于普鲁士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作为编辑的马克思长期受到这些所谓的“合法”的书报检查法律条文的迫害，有史料记载的就有以下几次。

（1） 1842年年初普鲁士莱茵省的工商业者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马克思从1842年4月开始为该报撰稿，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该报因经常抨击普鲁士政府以及莱茵省议会的反民主政策而不断受到书报检查官的干扰。1843年1月21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从3月31日起查封《莱茵报》。

（2） 1843年10月，作为政治流亡者的马克思来到巴黎，与卢格一起编辑杂志《德法年鉴》，撰写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还为《前进报》（由德国的民主派流亡人士创办的刊物）撰稿，该报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1845年1月25日，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法国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马克思的命令。

（3） 1845年2月，马克思被法国驱逐出境后移居布鲁塞尔。为了避免普鲁士检察机关的引渡，马克思只好在1845年12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成为无国籍人士。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继续揭露普鲁士的警察统治。普鲁士政府又要求驱逐马克思，没有成功。但由于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的影响，1848年3月3日，马克思被逮捕并收到一份国王签署的让他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的命令。同日，马克思接到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信。

（4） 1848年4月10日，马克思从巴黎重返普鲁士的科隆，创办了民主派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新莱茵报》多次受到短期查封、起诉和审讯。1849年5月19日，普鲁士当局采用暴力查封了《新莱茵报》，并将主编马克思驱逐出境。

（5） 1849年8月26日，马克思被迫从巴黎迁居伦敦，直至去世。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又创办了名为《新莱茵报》的刊物，但由于出版商不愿在政治和物质上冒险，1850年年底，马克思不得不放弃。此后，马克思全力从事《资本论》的写作，同时也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作为谋生手段。

不过，从马克思的办报刊生涯来看，这种迫害也彰显出马克思正直、高洁的品格，他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正如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认为的：对统治者钳制言论自由进行抵抗的人“不是贪财奴、献媚的人”，而是“受良好教育，有高尚的道德与品行，更为自由的人”。
 
[18]

 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总是不愉快的，不过倒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三十或写了三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过冲突，那他就不值一提；伤痕斑斑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
 
[19]



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写于1849年3月21—22日，载于1849年3月22和23日《新莱茵报》第252和253号上。此时马克思被迫放弃国籍，重返普鲁士的科隆。他创办《新莱茵报》11个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莱茵报》多次受到短期查封，马克思和《莱茵报》的同人们反复被起诉和审讯，但他们仍然在坚持着，马克思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这篇文章带有檄文的性质，文中的所有段落都是用以下强有力的、带有控诉性质的排比句开头的：

“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普鲁士法的绞架！”

“公开的、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普鲁士法的绞架！”

“公开的、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普鲁士法的绞架！”

“出版自由，在戒严条件下的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出版自由，军刀检查制度——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出版自由，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出版自由，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曾一度声势浩大的革命失败了，民主成为泡影。1848年开始的三月革命以失败告终，统一德意志和建立民主制度未能得到实现。

1848年5月18日，各邦国的资产阶级代表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国民议会，试图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他们为制定帝国宪法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从而使各邦国统治者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马克思认为，不管当时的议院是多么不中用，议会都不会通过这些法案。但如果不通过上述这些“法案”，当权者会“钦定”给莱茵省一副绞杀出版物的霍亨索伦绞架。

1849年3月8日，国民议会终于通过了《帝国宪法》。该宪法规定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由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当皇帝；帝国统一全德意志的法律、货币、关税、度量和贸易；各邦国在帝国内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但军事和外交由帝国政府掌管。该宪法还规定取消封建等级制度和农奴制，保证公民的人身、信仰、结社、言论和新闻自由。但这部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帝国宪法》一出世，立即遭到各邦国统治者的反对，成为一纸空文。

从5月开始，萨克森、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法尔茨和巴登等地相继爆发了人民群众保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由于各地区的武装起义缺乏统一指挥和互相配合先后都失败了，国民议会也被解散。

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勒令《新莱茵报》停刊，驱逐马克思出境。

而在1849年3月8日，国民议会通过《帝国宪法》前的那些与出版相关的法律草案（尤其《出版法草案》《新刑法草案》），就是被马克思认为是绞杀出版物的绞架（即恶法）——“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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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事实上，直到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才被推翻。——笔者注


[b]
 尽管这些措施在莱茵省引起了坚决的反对，但直到三月革命以后，于1848年4月15日才废除。资料来源于马克思《三个新法案》注257，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笔者注


[c]
 拿破仑法典包括刑法典和民法典，刑法典即马克思文中所指的法国刑法典（Code pénal）。——笔者注


印花税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马克思《报纸印花税》
[a]

 考证研究


钱　婕



1855年是英国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6月30日，印花税终于被废除，英国报业赢得了摆脱经济限制、争取出版自由的关键一役。

印花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12年，英国国会颁布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对报纸按版面数量征收印花税，同时征收的还有广告税与纸张税，三税合称知识税（taxes on knowledge）。自1712年至19世纪初，知识税作为经济杠杆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英国报业。直到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自由主义理念的确立和下层激进报刊的发展，知识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1832年英国政治家布尔法·李顿（Bulwer-Lyton）提出了第一个废除印花税的议案，自此人们围绕这一问题吵吵嚷嚷二十余年。马克思的《报纸印花税》就写于1855年3月27日，废除印花税的斗争已现曙光之时。


一、《报纸印花税》的写作缘起


1855年3月26日，英国下议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按照英国议会立法程序，接下来法案将会送交特别委员会逐条审议和修正，并由三读投票表决，通过下议院三读的议案再提交至上议院通过。在英国，下院拥有立法的决定权，上院可以提出修正意见或拖延一段时间，但很难阻止法案的通过。因此，通过下议院二读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胜利。然而，马克思没能用欣喜的口吻描述这一局面，因为保守的力量并不甘心失败，“英国全部报刊，除了少数例外，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一个原本有利于报业自由发展的政策却遭到了报界的反对，这让马克思愤然提笔，揭露印花税的实质，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泰晤士报》。3月30日，这篇文章发表在德国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第151号上。

[image: picture]


1851年3月在伦敦圣马丁大厅举行的废除知识税大会（画）

如果说废除印花税法案进入议会立法程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场“最下流无耻的运动”是马克思写作《报纸印花税》一文的直接契机，对出版自由的珍视与坚守则是马克思写作该文的深层原因。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1]

 。马克思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精神交往的限制，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前者是基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直接审查，后者以保证金和税收为主要形式控制精神生产。

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至英国，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成为马克思涉身其中谈论较多的内容。此时，反对知识税的斗争已极为激烈。虽然反对者们或出于社会控制的新思路，或出于本阶级的经济诉求，动机极为复杂，但知识税的废除将在客观上有利于出版自由的全面实现。马克思因此撰写了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与工业资产阶级一道推动了这一精神交往的民主化进程。


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分析



（一）马克思对知识税性质的认识


文章以“昨天下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开篇，马克思在简单介绍了废除报纸印花税法案的内容后，紧接着以在伦敦出版一份日报所需资本数额和报业反对废除印花税的事实为证，指出：“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虽然只有短短两句话，但却表达了对知识税本质的深刻认识。


1.知识税使出版自由成为“资本的无上特权”


1695年，复辟的查理二世重新颁布的《出版许可证法》失效，英国出版前的审查就此终止。但伴随着报纸数量的增加、读者范围的扩大，贵族（尤其是大土地所有者）对于出版自由的恐慌情绪仍在延续。18世纪初期，一位政论作家这样写道：报纸可以“毒害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反对他们的君主，诽谤他们的首相，扰乱公共秩序，诋毁所有好的政府”
 
[2]

 。在封建王权衰微、民主自由理念尚未真正确立的特殊时期，知识税成为“从中世纪的交往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交往政策过渡的形式”
 
[3]

 ，取代政治上的审查，用经济的手段控制报业。1712年《印花税法案》实行不到半年，“报纸停刊一半”
 
[4]

 。其后，政府屡次提高印花税，1789年至1815年，印花税提高了266%
 
[5]

 ，随之带动报价由最初的不足1便士上涨至7便士。

提高印花税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1788年，政府将印花税提高1/2便士，即增加财政收入7万英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1815年，知识税同其他税种一样，达到了税率的顶峰。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寡头们希望通过知识税提高办报成本，限制信息的流通，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按照新教伦理，富人被认为是更好地践行了上帝赋予的天职的人，他们能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办报，信息在有购买能力的人当中流传自然也比在穷人中安全得多。

知识税打击了商业廉价报刊和立场激进的工人报刊，使得办报与读报成为富有者的专利，马克思由此愤然写道：“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


2.知识税限制了自由的精神交往


马克思反对知识税，不仅因为“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
 
[6]

 ，没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都无从谈起，也不仅因为出版自由与马克思关注的现实运动有关，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说知识税是对“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禁止制度”，是在人类精神交往的层面表达了对于出版自由的理解。

自由是人的本质，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马克思曾说：“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
 
[7]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精神交往出于人的自然及社会本质，又以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为旨归，它是精神发展并最终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前提。

知识税设置了精神交往的藩篱，尤其对工人阶级而言。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后，交通的发展、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进入城市生活后孤独的心理状态以及工业社会的生产结构让工人阶级有了更加强烈的交往需求，而知识税的存在恰恰抑制了这种需求。马克思在1853年《<纽约论坛报>在下院》一文中曾引用曼彻斯特学派领袖布莱特的话指出，知识税就是“唯恐人民有新闻出版自由和更广泛的获得政治信息的手段”
 
[8]

 。其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仅能依靠工人的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人阶级由于无力购买报纸而处于信息流通的劣势。有数据显示，1815年，一份7便士的报纸大约要花掉一个伦敦工匠2%的周薪（这相当于今天一个月薪2 000元的工人，每天花10元钱买报），在伦敦以外的城市，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大概为6%~12%。
 
[9]

 知情权是自由表达的前提，信息的闭塞和知识的匮乏让英国工人很难接触到先进的知识、参与积极的意见表达，因此马克思认为知识税“大大妨碍民主教育的推广”。

6月18日，在新法令刚刚得到女王批准还未生效之际，马克思就描述了报界的变化：许多报纸降价出版，“地方报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将出版4种定价1便士的日报”
 
[10]

 。廉价报纸的大量发行让报纸从高级的精神享受变成了“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然而，知识税取消以后，工人政治报刊反而难以生存，这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他将工人报刊的没落归因于“工人阶级……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
 
[11]

 。除了这个原因外，依靠独特的经济结构和逃避印花税尚有一定市场空间的工人报刊，不能适应以大资本为支撑、以广告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商业化环境，这是更为主要的原因。知识税在英国的取消、廉价报纸的普及，意味着此前的政党报刊时期也随之结束。在商业报刊时期，资产阶级政党早已主动放弃出版党报党刊而改用其他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工人政党经济实力远不及资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形下出版党的报刊是极为困难且无传播效果的，也是逆新闻传播业发展规律的。


（二）对《泰晤士报》的批评



1.《泰晤士报》支持知识税，是要垄断报纸市场


揭示了知识税的本质后，马克思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泰晤士报》。马克思不无嘲讽地列举了《泰晤士报》的诸多自诩之词，如德尔斐神灵、唯一值得保存下来的机关、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等等，同时指出，《泰晤士报》如此冠冕堂皇地维护知识税，标榜新闻道德，不过是在“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报业市场，《泰晤士报》一家独大。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泰晤士报》的销量达到了4万份，而与它同时期的报纸有些销量达到近1万份，更多的报纸销量不足5 000份。
 
[12]

 克里木战争期间《泰晤士报》的发行量一度上升到6万份以上，让其他报纸望尘莫及。

知识税的存在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垄断地位。马克思说：“在伦敦，出版日报至少需要5~6万英镑的资本。”这无疑是一道森严的经济壁垒，限制了竞争者的产生，制造了准入的高门槛。知识税取得了与特许制类似的效果：将出版商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保障行业的利润。因此，出于自然的商业本能，《泰晤士报》成为一份“一贯极力为知识税和广告税辩护的报纸”
 
[13]

 。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商业动因，他说，《泰晤士报》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印花税，就是要“使他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
 
[14]

 ，然而它并未顾及这种垄断利益是否“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为“对现有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知识税同时保护了行业内的其他经营者，他们也不愿改变现有体制与格局，所以在反对废除印花税的斗争中，《泰晤士报》并非孤立无援。


2.《泰晤士报》的商业本质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承认《泰晤士报》的地位和影响，恩格斯评价它“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
 
[15]

 ，马克思也称它为“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
 
[16]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报的批评显得更多一些，因为它被视为社会公器。社会传播中的反证，即使用自己敌人的话来批评某件事情或人物，会产生“公正”的传播效果，马克思在《报纸印花税》一文中便充分利用了这种社会传播心理。他借自己的政敌、保守派议员德拉蒙德之口指出：《泰晤士报》并非如其标榜的客观公正，它只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德拉蒙德说，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只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如《纪事晨报》，它在1769年诞生之时是一份倾向于辉格党的报纸，19世纪50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保守党人的机关报，这使得报纸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命运起伏。《泰晤士报》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笼络了一群随时“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的人，例如巴恩斯、奥塞哲、斯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娄和戴森特先生（这些人是《泰晤士报》的管理者、编辑或记者，其中巴恩斯和德兰恩是《泰晤士报》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前后相继的两任主编）。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并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己见，这使得《泰晤士报》拥有圆滑的立场，同时制造了独立客观的假象。德拉蒙德讽刺地说：“新闻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

德拉蒙德接着又指出《泰晤士报》的贿赂行为，他说拿破仑三世称《泰晤士报》是“波旁王朝的报纸”，并有证据证明，《泰晤士报》每月从拿破仑那里得到6 000法郎。马克思早就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泰晤士报》是可收买的，并且会根据自身利益改变立场。1853年当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建议取消增刊税，使《泰晤士报》一年省下4万英镑时，马克思写道：“我们可以设想，用不着让格莱斯顿先生变成海格立斯，塞卜洛士就将被驯服成为羔羊。”
 
[17]

 马克思借用古希腊神话，将《泰晤士报》比作被英雄海格立斯驯服的地狱之犬塞卜洛士，预言它将为获得的利益匍匐于格莱斯顿脚下。1855年，马克思又描述《泰晤士报》对于克里木战争由“无可救药的悲观绝望”到“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再到“情绪又转为忧郁”
 
[18]

 ，态度的几次转变都取决于政府的印花税政策是否危及其报业垄断。


（三）工业资产阶级的贡献与动机


《报纸印花税》只是马克思关于英国废除知识税事件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之一，由于已有前面的评论了，因而马克思关于议会讨论的叙述只有一句话：“昨天下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这句简单的事实描述后面是围绕印花税展开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事实上，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知识税的斗争与妥协是马克思讨论的重要命题，虽然它并未体现在《报纸印花税》一文中，但却是该文的重要背景。


1.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原则


英国上议院议员艾伦伯度爵士（Lord Ellenborough）曾清楚地指出：“印花税绝不是针对那些‘值得尊重的报刊’的，其最终的目的是打击那些贫民报刊。”
 
[19]

 然而在争取废除知识税的斗争中，是中间阶级——具体说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是贫民，做出了最卓越的努力。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提到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曼彻斯特学派对废除知识税的坚持。他说，曼彻斯特学派的米尔纳·吉布森先生年年都会提出废除知识税的议案。马克思大段引用曼彻斯特学派领袖布莱特在议会中的发言，说明广告税让英国工人处在与美国工人竞争的信息劣势。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使地方报刊摆脱伦敦的控制，使报业分散经营，这实际上是曼彻斯特学派在它顽强而长期地反对报纸印花税的运动中的主要目的”
 
[20]

 。曼彻斯特学派对于报业自由竞争的追求，归根结底源自其自由贸易的主张。

工业革命后，伴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既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受到工人阶级的敌视，也因出身卑微受到贵族阶级歧视，这导致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并且首先体现于经济诉求。

工业资产阶级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一方面源于追逐财富的产业精神，赚钱的欲望迫使他们迫切希望拥有开放统一的大市场，实现资本自由流通和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也因为得到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理论支持，他们不仅论证了赢利本能的正当，同时将自由贸易的好处上升到了国家利益高度。然而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处在一个“基于财产和保护之上的开放的贵族社会”
 
[21]

 ，因此，“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成为觉醒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要求。他们希望采取放任主义的经济原则，“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的一切faux
 f
 rais
 （即生产的一切多余的、非必需的费用）”
 
[22]

 。在这一切faux frais中，自然包括了增加办报开支的知识税。


2.议会内的斗争与妥协


没有人否认争取废除知识税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角力，它体现了对于出版自由、社会控制、经济体制及民主政治的不同理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围绕知识税的斗争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自身阶级属性的自觉以及随之产生的政治权力诉求，也反映出土地贵族对于政治传统的维护以及被迫做出的对资产阶级的拉拢与让步。

恩格斯曾说：“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
 
[23]

 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并非与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步。只是在1815年《谷物法》颁布造成对其经济利益的侵害之后，“他们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干预国家政治，因为政治总是干预他们”
 
[24]

 。为此他们结成“反谷物法同盟”，与辉格党联手在1846年成功废除《谷物法》。这场斗争的深远意义在于：“通过国会改革法案从国会后门进入了大厅后座的新的中产阶级要移到前座来分享英国领导者的地位了”
 
[25]

 。面对资产阶级的崛起，土地贵族被迫做出政策调整。不能否认，这种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和贯穿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就经历了由托利党人向自由党人的演变。但在马克思看来，土地贵族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包括在知识税的问题上，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

首先，让步的目的在于让资产阶级放弃政治权力诉求。马克思指出：“工业资产阶级，尽管它目前在议院中的力量微弱，仍然是左右局势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党，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也好，联合政府也好，只有为资产阶级做好准备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而不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26]

 土地贵族们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希望以财政方面的牺牲为代价，阻止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利。

其次，让步是拉拢曼彻斯特学派、赢得议会斗争的一种方式。19世纪中期，英国议会内已形成托利党、辉格党、皮尔派、曼彻斯特学派、宪章派并立的局面，曼彻斯特学派在议会中的力量虽不断加强，但常常要和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或辉格党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样，土地贵族们也常常靠拉拢曼彻斯特学派以获得议会斗争的胜利。比如，1855年印花税废除之时，帕麦斯顿内阁刚刚成立，以迪斯累里为首的托利党人和激进派联合在一起，试图成立一个调查委员对克里木战争进行独立调查，反对帕麦斯顿内阁。这直接导致在印花税问题上帕麦斯顿对曼彻斯特学派的妥协立场，帕麦斯顿内阁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企图博得好感以防解散下院和进行新的议会选举。
 
[27]



当然，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是在反复摩擦之后才不得已进行的，马克思的时评较为清晰地反映了1853年联合内阁对废除广告税的妥协过程。1853 年4月14日，格莱斯顿还坚决反对取消广告税，至4月18日他又建议将广告税削减一半。6月，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同意将广告税从1先令6便士降低到1先令3便士，但同时又建议对刊印在很多书刊后面的出版物的广告每份征收6便士的税。7月1日格莱斯顿将广告税降为6便士，并且获得了议会的通过。但随后在曼彻斯特学派领袖布莱特发言后，议会在多数议员缺席的情况之下以68票对63票的5票之差否决了格莱斯顿的提议，广告税被废除。面对如此缭乱的变化，马克思总结说：“预算值得注意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它的大部分措施都是联合内阁在议会本次会议过程中曾极力加以反对，而后才被迫接受的。”
 
[28]




三、《印花税法案》不同语言译文的考证


目前，《报纸印花税》一文存在着德、俄、中、英等几个语言版本。

该文首先被翻译成俄文，第一次出现在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1卷第165~167页。中文版根据俄文第二版翻译而来，收录于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1卷第179~181页。从1995年开始，以马恩著作原文为基础的中文第二版陆续出版，由于应收录本文的第14卷正在出版过程中，故目前《报纸印花税》一文仅有唯一中文版本。

1975年至1985年，英国伦敦劳伦斯-温莎出版社、美国纽约国际图书出版公司和苏联进步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Karl
 Mar
 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报纸印花税》一文收录于1980年出版的第14卷第121~123页。

《报纸印花税》原文为德文，目前可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两个版本中：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该版本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出版，《报纸印花税》一文收录于1961年出版的第11卷；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从1975年开始以原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遗著，《报纸印花税》一文收录于2001年出版的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14卷。

将中、英、德三个版本比较发现，中文版的翻译带有较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特色，某些词汇的使用需要修正。

（1）中文版第11卷179页第2段“第三条是有关邮寄印刷物的范围”，英文版为“a third clause concerns the size of printed matter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post”（第三条是有关通过邮寄的出版物的尺寸）。究竟是范围还是尺寸，经查证，德文原著用词是“Umfang”，意思是“周长，范围，大小”。虽然也有“范围”之意，但“范围”一词显然没有体现出对于报纸形式特征的要求。按照常识，邮寄出版物的要求应该与版面、厚度、重量有关，因此用“尺寸规格”一词更加合适。

（2） 179页第2段谈到工人报刊“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做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总的目的”，德文原文为“öffentliche zweche”，意为“公共目的”，英文版也译为“public purpose”，故中文版本修正为“公共目的”或“公益”更为合理。

（3） 180页第1段马克思批评《泰晤士报》时写道：“它时而谦逊地把自己同德尔斐神灵做比较，时而断言在英国只存在一个唯一值得保存下来的机关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欧洲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翻译基本没有问题，在此仅就两处典故进行考证。德尔斐神灵（最好翻译为德尔斐神谕）指的是，在希腊神话中，传说在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神庙里有一个叫皮提亚（Pythia）的女祭师，她可以进入一种类似昏迷的通神状态中，传达阿波罗神的神谕。《泰晤士报》自比德尔斐神课谕，马克思称之谦逊显然有讽刺之意。“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1768—1774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签订的和约。俄国占领黑海北岸的大片土地，并强迫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的独立，这为后来俄国入侵克里米亚奠定了基础。

（4） 180页第3段谈到《泰晤士报》的老板沃尔特三世，说：“沃尔特之流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狡猾的人”。英文版翻译为：“The Walter family have al-ways found a convenient man”（沃尔特家族总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没有丝毫贬义色彩。考证原文，对应句为“Die Walter-Familie habe immer geriebene Männer zur Hand gehabt”，其中“gerieben”一词意为“狡猾的，精明的”，确有贬义色彩。中文版“狡猾”一词使用准确，但将“沃尔特之流”修正为“沃尔特家族”会更客观。

（5） 180页第3段：“不在行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Das seien offenbar keine Geschäftsmänner”，英文版为“It was quite clear these were not men of business”。英文版准确表达了德文原意，中文版的翻译不知何故脱离了原著，应修正为“显而易见，他们不是什么生意人”。

（6） 180页第3段：“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文中“彻底”一词，英文版中使用的单词是consistent，相应地，“不彻底”是inconsistent。Consistent，根据牛津高阶英语辞典的解释是“（approving） always behaving in the same way，or having the same opinions，standards，etc.”，中文意思为“一致的，始终如一的”。再考证德文原文，使用的德语词汇是konsequent，意思同样是“前后一致的；坚定的，目标明确的”。结合前后文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应是《泰晤士报》上每个人坚持自己观点的一致性，导致报纸中观点的前后不一。整句建议翻译为：“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观点前后矛盾；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么，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来说是最始终如一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相互矛盾的。”

（7） 181页第一段：“至于谈到报纸的叛卖性”。英文版翻译为：“As to the bribery of newspapers there was positive proof……”“叛卖性”较为抽象，英文版使用的是“受贿行为”（bribery）这一含义较为具体的名词。德文原文使用的对应词汇为“Bestechlichkeit”，“bestechlich”意思是可收买的，加上“keit”这一名词后缀，应该是对于性质的描述。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的翻译既不应该延续“叛卖性”这一生僻的词汇，也不应该使用“受贿行为”这一对具体事实的描述，而应该忠实于原文，翻译成“至于谈到报纸可收买的特质”。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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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即《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


第六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报刊与政治

按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报刊较多，这构成了他们报刊思想的一部分。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是以下三篇。

与政治相关的首先是“阶级”的概念。但在具体分析某家报刊时，他们很少直接使用“阶级”的概念，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英国的大部分报刊并不是由资产阶级而是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文人主办的，因而马克思就英国报刊与阶级的关系做了如下论证：“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报界则为它用脑；并且很快地这两方面——贵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5卷336页）王晶考证马克思的《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目的就在于揭示这种特殊的报刊与政治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报刊的政治态度归根结底是由利益驱动的。他称英国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不过是一家‘商业企业’，只要决算对它有利，它对决算是怎样作出的毫不介意”（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30卷365页）。廉价报纸更是这样，他谈到这类报纸主办人时说：“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2卷563页）。马克思这方面分析的经典文章是《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一般情况下报刊是要考虑民众对事件的反应的，只有在利益诱惑很大的情形下，才敢于与民意相对。周述波对该文的历史背景的详尽考证，说明了何种强大的利益使得报刊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甚至一时不顾与民众的意见相左。

1872年，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追随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与会者要求报刊“放弃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反驳。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以恩格斯起草的发言提纲《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最为经典。恩格斯说：“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mischen）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7卷445页）这里涉及三个问题。首先，报刊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报刊与政治并不是一回事，因而存在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程度的问题；最后，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不存在各种先验的“规定”。路鹏程在对此文的考证中，对中译文“干预”的对应德文词mischen进行了文句研究，认为“干预”的翻译是不适当的，应该翻译为“参与”“从事”。恩格斯的发言是用法文记录的，与德文词mischen对应词是法文词agir，亦是中性的“从事”的意思。欢迎有兴趣的研究者继续关注此问题。


马克思论报纸利益与政治——对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考证


王　晶



马克思在1861年5月写的《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主要论证了《泰晤士报》与英国政治当权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英国贵族正逐步资产阶级化，作为贵族寡头代表的帕麦斯顿
 
[1]

 在担任首相之后一度实现在本国的独裁统治，并间接控制了《泰晤士报》。而作为这一时期“国家舆论”代表的《泰晤士报》，既受到政权垄断与社会变革的影响，又受到新兴大众报纸在经济收益上的挑战与威胁，实际上在政治上依附与保持距离之间艰难挣扎。

本文在考证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尝试论证：报纸与政治之间存在复杂关系，报刊取向并非完全由政治决定，而是由报刊自身利益决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对政治力量的依附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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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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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


一、《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原文是英文，发表于1861年10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其中译文收入196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335~340页（马克思，1861b.后面凡引证此篇者，不再标注）。1861年，英国的报业处于政党报刊时期转向商业报刊时期的拐点上，这时，《泰晤士报》的报业规模也发展到巅峰。

《泰晤士报》是以商业发展为主的报纸，创刊于1785年，最初是一家以城市居民为对象、销路有限的报纸，创办人是约翰·瓦尔特。在瓦尔特二世管理报纸期间，通过对拿破仑滑铁卢战败消息的报道，该报销路大开，影响日隆。它的主办人甚至拒绝了英国政府补贴该报的提议，全心致力于商业发展。瓦尔特三世继续推进《泰晤士报》独立编辑的办报方针，通过对1855年克里木战争的报道，最终促成了阿伯丁政府的垮台、远征军总司令的被撤职以及国际十字会的创建，从而将《泰晤士报》推向发展巅峰。1836年，《泰晤士报》的销售量是其他主要的报纸《晨邮报》《先驱报》和《纪事报》总和的两倍； 185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四倍； 1855年，该报发行量达到6万份，是伦敦五家早报总和的三倍。

19世纪50年代堪称《泰晤士报》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是该报走向衰落前的最后一段辉煌时期。因为1853—1861年间，英国的各项知识税，如广告税、印花税、纸张税等被逐项废除，大大减轻了报纸的经济负担，地方的大众化报刊蓬勃发展。1864年，地方报纸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伦敦报纸的两倍。

廉价大众报纸使《泰晤士报》第一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发行量受到巨大影响，独家报纸垄断的局面受到挑战。在英国还没有完全走出政党报刊时期的时候，作为商业报纸的《泰晤士报》不可能完全独立发展，它需要不断观测政治形势，与当时的政治力量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不断调整与当权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以保持自己在英国舆论中的霸主地位。

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的权力斗争比较激烈，《泰晤士报》最终选择了支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为宣传该党的观点，它曾以四个版的篇幅刊登1831年10月8日上议院改革法案辩论的全部内容，引起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法案，大获全胜的辉格党较长时间持续执政，而为此提供过舆论帮助的《泰晤士报》也得到了当权政府的各种政策优待。

1855—1865年帕麦斯顿连续担任首相期间，英国的政治权力一度实现集中化，在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垄断权从上议院转给了少数贵族参与的内阁会议（马克思称之为“寡头会议”），最终转为帕麦斯顿勋爵的独裁，他逐步“篡夺了管理不列颠帝国国家资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针的绝对权力”。

与此同时，《泰晤士报》也在报业集中化过程中取得了国家报纸的地位，获得了报界垄断权，成为英国舆论的代表。

为了拉拢和控制“这家篡夺了以英国人民名义广泛议论他的秘密勾当的权利的唯一报纸”，帕麦斯顿想方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并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舆论，到了19世纪60年代，该报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

这里所说的控制只限于对外政策方面。在国内事务报道方面，《泰晤士报》尽管会在大众报纸挑战中寻求一定的政治帮助，但它还是以自身利益和公众意见作为最终衡量标尺的，这一点下文会详细探讨。


二、《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的主要观点


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开篇，马克思以英国政治家罗伯特·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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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句话作为论述的起点：“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句话出自娄的文章《<泰晤士报>在政府中的作用》，这是他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马克思就此评论道：

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

这段话是全文马克思论证的思想核心，它表明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对外政策上，《泰晤士报》基本听命于当权政府，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是牵制该报发展的两根链条；第二，在必须进行抉择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自身利益最终决定其政治态度，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同，进而保障自身利益。


（一）制约报刊发展的“黄金的链条”与“官方的链条”


19世纪中期的英国还处于贵族寡头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过渡时期，寡头们的传统政治权力对报纸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大部分有产阶级的政治性报纸又或多或少由自身的经济利益牵制。马克思曾以两份报纸为例对此评论道：“伦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塔和小丑；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跟现政府连在一起”（马克思，1857：163）。这里的“黄金的链条”是指经济因素，“官方的链条”则是指政治因素，经济与政治是两个最基本的牵制报刊发展的因素。

“黄金的链条”与“官方的链条”通常处于不均衡状态。或者是出于传媒商业利益的需要，报纸较多受到发行量和声誉的影响；或者是由于编辑人员被金钱或官位收买，报纸较多地依附政治当权人物。当必须择其一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黄金的链条”。

就《泰晤士报》而言，它在对外政策报道中多次受到“黄金的链条”制约。马克思曾评价说：“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被人用钱收买而不说话了，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了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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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泰晤士报》，我们可以说，在东方问题重新产生以来的整个这个时期，它的舌头上也有了牛，——如果说这不是为了迫使它不说话，那至少是为了迫使它说话。”（马克思，1853b：23-24）奥马腊
 
[4]

 也在一本书里肯定地说，《泰晤士报》每月从他那里得到6 000法郎，他本人持有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正式领钱收据。（马克思，1855e：181）

《泰晤士报》同时受到“官方的链条”制约，为了政治利益而忽略经济收益的个别情形是存在的，例如它在19世纪60年代对帕麦斯顿政权的依附。

1861年英国政府议会期间，帕麦斯顿因为对外政策中的独裁行为，接连遭到无党派下院议员的指控，这些议员想通过对帕麦斯顿政事的揭露，“让国民了解到，这样的无限权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么危险”。先是邓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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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院提供的英国-阿富汗关系文件，因为他能证明帕麦斯顿确实伪造了相关文件；接着，蒙台居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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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公布有关1852年丹麦条约的全部文件，因为帕麦斯顿不仅参与了修改丹麦王位继承制的阴谋，还提供了虚假的材料欺骗下院。但是，蒙台居勋爵的发言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就被帕麦斯顿以用法定人数不足为由中断会议，此议案遭到搁置。

这是马克思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中谈到的两个事件。对此，《泰晤士报》明确站在帕麦斯顿的立场上发言。它在刊发第一个事件的议会报告时，直接略去了邓洛普发言中所有可能大大损害帕氏的地方；而第二起事件的刊发过程则有点戏剧化。《泰晤士报》早已接到会议将中断的通知，那位专门负责歪曲和假造的编辑把当天安排成了自己的休息日。结果没想到蒙台居的发言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并且其内容未经歪曲就在《泰晤士报》上出现了。被收买的编辑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差错，便写了一篇社论予以弥补：“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闭会是打断无聊的发言的妙法；蒙台居勋爵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用最不客气的方式摆脱无聊的议会发言，国家事务是无法管理的。”

除了歪曲这些国内刚刚发生的事情迷惑公众之外，“对于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争事件，它运用造谣和隐瞒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在这次战争中，《泰晤士报》不顾国内民众的反对声音，坚持追随帕氏政府的决策并发表评论。最初几个月，它与帕氏政府对美国北部的敌对立场一致，并鼓吹南部军队的进攻实力和指日可待的胜利。当帕麦斯顿想放弃对北部的原有敌对立场时，《泰晤士报》也马上改变调子，在一篇社论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军事优势。这样做，“既不是由于同情英国的棉纺织业巨头，也不是由于关心英国的任何现实利益或可能的利益。它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

当然，我们无法将《泰晤士报》的政权依附行为单纯地归因于“官方的链条”制约，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黄金的链条”与“官方的链条”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交错、共同发挥作用的。

帕麦斯顿是成功使用“黄金的链条”与“官方的链条”牵制报纸的典范。在上台执政前夕，他就曾以金钱和官位的诱惑、提供政治新闻等特权来完成对伦敦报纸（包括《泰晤士报》）的控制。对此，马克思写道：“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他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怎样争得这一点，他同德兰恩订立了什么契约，自然很难说，但是在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伦敦的日报，只是《先驱报》除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拥护帕麦斯顿担任首相”（马克思，1855c：45）。

“黄金的链条”与“官方的链条”的双重牵制总是颇见成效。1859年帕麦斯顿暂时下台几个月，《泰晤士报》用一种客观的语调表明自己对帕氏的支持：“《泰晤士报》和一切其他的帕麦斯顿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按照所分配的角色，对各有关的大国采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一样，指出必须重新让‘真正英国大臣’掌握政权（以一般人民为对象的《晨报》和《每日电讯》公然这么说）。”（马克思，1859：409）这里所谓的“真正英国大臣”，就是指帕麦斯顿。

不过，当报纸需要进行利益抉择的时候，“黄金的链条”还是最终胜过了“官方的链条”。一旦报纸的自身利益或声望受到威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向依附党派发起攻击。1855年年初，当英国许多报纸对内阁“封锁外交”的内幕进行揭露和攻击时，《泰晤士报》是为之辩护的，然而它很快就改变了调子。马克思就此分析说：“《泰晤士报》也……对内阁的‘封锁外交’进行激烈的攻击。印刷所广场的雷公的特点是他的雷总是post factum〔事后〕才响。从1854年3月26日到今天，《泰晤士报》一直为‘封锁外交’辩护。现在当它掀起的喧声已经不可能阻碍内阁的措施，同时又给自己带来声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有先见之明了。”（马克思，1855b：649）

报纸与“黄金的链条”“官方的链条”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泰晤士报》对客观与公正面貌的追求，其实是政治、经济利益相互牵制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或者是出于维护报刊职业权益的需要。1854年，马克思曾对《泰晤士报》一会儿赞扬内阁、一会儿批评内阁的平衡策略做过分析，他说：“对联合内阁的不满和它的作战方法所引起的民愤是这样强烈，甚至连《泰晤士报》（它不能不或者用自己的发行量来冒险，或者停止对‘群贤内阁’逢迎）也认为在星期三那天的报上猛烈抨击内阁是适时的。”（马克思，1854：219）在这里，促使《泰晤士报》表现出公正态度的是报纸的发行量和声誉。

当然，像帕麦斯顿这样对报纸进行双重控制的情形在英国历史上毕竟罕见，不属于普遍现象，而影响报刊发展的因素总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泰晤士报》等许多报纸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总是根据报纸自身的利益来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


（二）报纸政治态度的变化取决于自身利益，表达不同政治观点是为了获得读者的认同


所谓报纸自身的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报纸地位与声誉等，其中，报纸的商业运营规律对政治态度有决定性影响，这属于自然支配的定律，马克思将之称为“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马克思，1861a：326）。通常来说，报纸的政治态度以自身利益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

前文所谈到的《泰晤士报》对帕麦斯顿政权的依附，实际上与该报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面临大众化报刊挑战、垄断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形下，《泰晤士报》需要寻找并联合强势的政治力量以维持其报业地位。帕麦斯顿是当时的政权垄断人物，选择依附帕氏政府，可以通过独家报道赢得声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报业发展的危机。但事情总具有两面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政治依附也可能使《泰晤士报》做出错误的社会形势判断，并歪曲、修改、伪造内容，结果站到舆论的对立面。当出现这种情形时，《泰晤士报》作为报纸企业的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它会在发现跟错方向的时候迅速放弃原有的政治立场，选择站在公众一边。

正是出于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泰晤士报》的政治态度总在发生变化。它曾经支持1852年刚刚上台的阿伯丁内阁政府，并称颂英国进入了“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但在该政府倒台前几个月，当帕麦斯顿作为新政治势力获胜的苗头刚出现时，它又很快转变态度，转而攻击阿伯丁政府如何的无能。“正是那个宣称‘群贤’的即位意味着千年王国的开端的《泰晤士报》，对促使这届内阁的倒台起了比其他任何报纸更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1855c：26）

围绕英国报纸附刊税和印花税等问题，《泰晤士报》的政治态度曾几度变化。究其原因，在于税收的加免直接影响到该报的商业利益。例如，1855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宣布取消报纸附刊税时，《泰晤士报》马上对他表示政治支持，就此谈道：“高贵的格莱斯顿把一个特殊的法案——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列入了他的预算，以便收买《泰晤士报》，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每年馈赠该报三四万英镑。因为只有它一家出版附刊，它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感恩戴德的《泰晤士报》放弃了反对他的所得税的争论，现在又要求他加入新内阁了。”（马克思，1855a：426）

但是，格莱斯顿很快又提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废除一般报纸的印花税，并降低报纸邮资。这个法案如果实施，就会促进其他报刊的发展，并威胁到《泰晤士报》的报界垄断地位。于是《泰晤士报》开始对格莱斯顿政府进行猛烈抨击。两个月后格莱斯顿下台、路易斯爵士上台，《泰晤士报》的态度又随情况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他
[a]

 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绪又转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马克思，1855d：159）。

除了当权政治人物之外，《泰晤士报》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在变化。它在第一国际刚诞生时不断地对其进行嘲笑和攻击，但在其发展壮大时却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报道。1868年，第一国际召开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泰晤士报》为此连续发表5篇较长的通讯和社论，其中包括马克思写的关于国际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文。马克思对此说道：“英国的报刊、尤其是伦敦的报刊以异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谈论和它的（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刊登了4篇社论）”（马克思，1868b：374）。他特地将这种情况通报美国支部：“寄上一号《泰晤士报》，其中有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我写的）和《泰晤士报》关于这一文件的极为有趣的社论。《泰晤士报》丢掉对工人阶级的嘲笑腔调而‘十分’认真地对待他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请您把这件事传播出去。”（马克思，1868a：547-548）

对于《泰晤士报》来说，这种政治态度或立场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基本取决于其自身利益的权衡。马克思就此评论说：“正如科贝特早已揭露的，《泰晤士报》不过是一家‘商业企业’，只要决算对它有利，它对决算是怎样作出的毫不介意。”（马克思，1863：365）

为了报纸利益，《泰晤士报》经常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来获取公众支持。对此，德拉蒙德
 
[7]

 曾在下院会议上说：

现在的报刊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瓦尔特之流的先生们[《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莱特先生开设棉纺织厂一样的权利来开设政治性的废话工厂……《泰晤士报》比它的竞争者更善于经营。瓦尔特之流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狡猾的人——开业多年的律师和类似他们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奥塞哲、斯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娄和戴森特先生们
[b]

 就是这样的人.……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并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马克思，1855e：180）

马克思在这里借用德氏的话指出，《泰晤士报》并非专致于某一政党，而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观点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在他们眼里，该报是一块盛产各种动物饲料的沼泽地，“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东西，那末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连喂猪的东西也一点长不出来，那末总会长出一些喂鹅的东西来的”（马克思，1855e：180-181）。也就是说，《泰晤士报》这块“土地”，能够生产不同的政治内容以迎合不同政党派别的读者需要。

在自身利益的支配下，《泰晤士报》的政治态度变化是常规而不是例外，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曾对《泰晤士报》使用过各种政治定性用语。1852年，该报被称为“保守党的机关报”（马克思，1852：403），第二年被称为“整个内阁的代表”（马克思，1853c：603）；在帕麦斯顿当权时期（1855—1865），它长时间被称为“帕麦斯顿的报纸”，而在40年代，《泰晤士报》曾是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激烈抨击者； 1863年“《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恩格斯，1891：112）；而在1869年，“格莱斯顿就不得不和反对派《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等发生冲突”（马克思，1869：669）。

有必要指出的是，报纸自身的经济利益决定着它的政治态度或立场，这只是一般规律的体现。在特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利益的权衡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同时起作用，如民族动机或爱国情绪。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思想观念上的动力有时也会超过经济力量决定报纸的政治态度，这属于另一个探讨话题，在此不再赘述。


三、结语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需要辩证地认识《泰晤士报》，不能在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泰晤士报》的批评之后，就简单地认为该报处处在造假说谎。其实，就报刊职业性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该报的评价还是相对较高的。1858 年，马克思在引证一篇《泰晤士报》报道时说，“有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担保它真实可靠”（马克思，1858：419）；恩格斯也称“《泰晤士报》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恩格斯，1844：398）。1871年，恩格斯为说明法国公众反对迫害巴黎公社社员的普遍看法时引证了《泰晤士报》，他写道：“《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社员的评论，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绪。”（恩格斯，1871：422）

此外，在报纸自身利益与政治的关系上，我们应该避免意识形态的简单套用。例如，1853年，英国阿伯丁内阁企图做出驱赶部分大陆流亡者的决定，这时，“伦敦的一切报刊都同声愤斥阿伯丁和上院。《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泰晤士报》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明它是阿伯丁派的公开机关报或御用报纸，相反，马克思在分析之后指出，这是由于该报编辑部里有几个被普鲁士大使馆收买的德籍人，“他们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马克思，1853a：630）。因此，“在报刊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简单地用阶级、政党等等定义去套复杂的报刊活动，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在各种环境背景下分析报刊与政治关系的范例”（陈力丹，2008：283）。

最后，关于译文的问题，有一点需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原著中对于《泰晤士报》的用词是很讲究的，他们通常把该报称为“机关报”，而把负责歪曲的人称为“喉舌”。例如，他们在1852年的一篇声明中写道：“伦敦却有两家公开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竟出言不逊……英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匿名作者，将作出公正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1852：429-430）在这里，他们对报纸使用的是“机关报”一词，其对应的原文是organ，而对发表诽谤文章的人，则称之为“喉舌”，其对应的原文是mouth-piece。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文版著作中，通常把organ译为“喉舌”来说明报纸的党派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也习惯性地将报纸统称为“喉舌”，这其实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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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第三，1830—1851年为英国外交国务大臣，1852—1855年为内务大臣，1855—1865年为首相。原为托利党人，后成为辉格党人。


 [2]
 罗伯特·娄，英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曾经担任《泰晤士报》编辑。


 [3]
 牛指来自埃及的铸有埃及“圣牛”（阿皮斯）图案的银币。


 [4]
 巴里·爱德华·奥马腊，英国军医和政论家，1815—1818年是放逐时期拿破仑的私人医生。


 [5]
 亚历山大·邓洛普，英国法学家和政治家，自由党人。


 [6]
 罗伯特·蒙台居，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


 [7]
 亨·德拉蒙德，英国议会议员，托利党人。


[a]
 指格莱斯顿。——笔者注


[b]
 泰晤士报的编辑。——笔者注


马克思论报刊的意见与党派及人民的关系——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一文考证


周述波



《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简称《意见》）是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25日、载于12月31日维也纳《新闻报》（Die
 Presse
 ）第359号的一篇通讯，原文系德文。《新闻报》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1848年7月由奥地利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奥古斯特·赞格创办，1848—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48年奥地利民主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被查封，因此赢得了“反对派立场”的名声。19世纪60年代初，因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反对奥地利政府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在所有德文版报纸中销路最广（3万订户）。

1861年10月在《新闻报》开始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派政府之后，马克思同意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触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主要论述美国内战及其对欧美各国局势的影响，系统地说明美国内战发生的真正原因、性质以及奴隶主发动内战的目的，使奥地利的读者有可能了解内战的真实情况，激起他们对北方的同情。从1861年10月25日《新闻报》第293号的《北美内战》一文开始，到1862年12月4日《新闻报》第332号的《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一文为止，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了一年多，共在该报上发表51篇文章（其中《美国内战》《美国战场的形势》这两篇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恩格斯写的《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一文未计算在内）。《意见》是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刊发的第17篇文章。《意见》的中译文2 300多字，由俄文版转译而来（目前还没有直接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454~457页（本文凡引证此文的，不再标注）。从当时的国际背景切入，本篇的主题直接写到了标题上：“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美国南北战争中，英国的商业利益与美国南部同盟相关，因而英国的上层及多数报刊站到了南部同盟一边，而英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则支持北方政府的废奴运动。马克思的这篇通讯较为详细地介绍和再现了那个年代英国伦敦16家不同派别的报刊的基本阵容和意见场域，由浅入深地说明利益关系如何使英国的报刊与人民的意见相对立，公众舆论场和一个狭小的意见场的对立，而报刊并不一定是人民的意见（舆论）的代表，关键是看报刊掌握在谁的手中，为谁服务，充当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一、文章的历史背景：“特伦特号”事件


马克思《意见》一文的写作是由“特伦特号”事件
 
[1]

 后英国国内人民的反应及报刊的报道态度引起的。在此文之前，马克思已于1861年11月28、29、30日和12月4、7、20日先后撰写了七篇（依次发表于1861年12月2、3、19、8、11、25日，其中12月7日这一天撰写了两篇，12月25日这一天发表了两篇）文章
 
[2]

 关注和评述这个事件；在此文之后，他又于1961年12 月31日和1862年1月1、11、14、17、28、31日和1864年10月21-27日撰写了八篇（依次发表于1962年1月4、5日，2月1日，1月18、21日，2 月2、4日，1864年11月）文章
 
[3]

 明确涉及和探讨了这个事件，可见“特伦特号”事件的重要性。

综合马克思的客观记述和他人的历史考证，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特伦特号”事件的缘由始末：1860年11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著名活动家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在南方奴隶主中引起了很大震动。1861 年2月4日，以南卡罗来纳州为首纷纷宣布脱离美国联邦政府的南部诸州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集会，成立“南部同盟”，定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选举大奴隶主杰弗逊·戴维斯上校为南部“总统”，并制定了宪法，形成美国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4月12日，南军炮轰联邦军队驻守的萨姆特要塞，挑起国内战争。4月15日，林肯被迫宣布南方为叛乱州，发布平叛讨伐令，并征召7.5万名志愿军为恢复国家统一而战，从此长达四年的南北战争正式爆发。

1861年4月17日，南部“总统”戴维斯宣布给南部私掠船颁发证书，允许私掠联邦船只，以对付北方的商船和军舰。为断绝南部同盟各州的对外贸易，阻止它们购买武器和补给品，林肯4月19日宣布对南方实行封锁。英、法、俄、西班牙等国对此极为不满。5月13日，英国政府正式发表中立宣言，承认南部同盟为交战国，而不是美国林肯政府所说的叛乱者。随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也发表了中立宣言，以中立之名行干涉之实。6月，南军在华盛顿远郊布尔溪取得大胜。7月，北军又在马纳萨斯战役中败绩。于是英国人认为美联邦分裂的灾难已在所难免，这样原本就依赖于南方棉花供应市场（英国棉纺工业80%的原料来自美国南方，而英国有400万人的生计直接或间接地与棉纺工业联系在一起）、打算向西殖民扩张的英国在外交政策上就进一步摆向南部同盟。

1961年秋，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趁机委任政客詹·默·梅森和约翰·斯莱德耳
 
[4]

 为驻伦敦和巴黎的特使，赴欧洲购买武器和军舰，寻求国际支持，力争游说英法等国对南部同盟的武装援助。10月12日，他俩携带致英、法两国官方的公文，先乘“纳什维尔号”小艇溜出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口，并于11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换乘英国“特伦特号”邮轮直达丹麦所属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港口，然后再转乘开往英国的船只到达英国南开普敦。但这一消息被美国联邦“圣贾辛托号”军舰舰长查理·威尔克斯上校得悉，他指挥战舰于11月8日在巴哈马海峡拦截了“特伦特号”，并从船上带走了这两名南方同盟政府的代表，把他们扣押在波士顿。

11月27日下午，“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遍整个大不列颠，英国舆论为之哗然。从11月29日起，以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为首的英国政府多次召开内阁会议，准备利用“特伦特号”事件对美国“进行充分的报复”。英国政府还派出载有3 000名士兵和军火的舰队开赴加拿大待命，为对美战争做好准备。12月19日，英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责问威尔克斯上校的举动是奉政府之命还是个人行为，要求立即释放两名俘虏，并对公海上的这起“侮辱英国国旗”的行为正式表示道歉并赔偿损失，否则兵戎相见。在英美两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与英国相互勾结，一起照会美国，要求释放梅森和斯莱德耳。

[image: picture]


将“特伦特号”上的南方特使押上“圣贾辛托号”战舰（画）

是战是和，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面对内忧外患，林肯总统高瞻远瞩，深知美国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欧洲列强承认南部同盟和干涉美国内战，根据“一次一场战争”的方针，力排众议，主动向英国妥协退让，力求避免对英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1861年12月26日，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授权美国驻英大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照会英国，声称威尔克斯上校的行动纯属个人行为，事先“没有得到政府训令”，为此表示歉意并同意释放被扣的两人。1862年1月1日，两名特使被送到英国轮船上，再加上英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反战运动，紧张的事态和敌对性反应得以缓解，外交风波方告平息。
 
[5]




二、文章的主要内容



（一）人民的意见及其反转：从主战到反战


当马克思写下《意见》这篇通讯的时候，英国伦敦报刊正在叫嚣对美国开战。这时英国报刊上的意见反映的到底是不是人民的意见呢？马克思在《意见》一文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就此，马克思引入人民-报刊-政治家之间的三角关系，在下文中依次按照人民-报刊-政治家的结构由浅入深地展开分析。

马克思之所以对报刊上的意见提出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动态地看到了英国民众从主战到反战的情绪变化，并在文章开头呈现了典型的舆论反转过程，展示了英国人民对“特伦特号”事件前后意见的变化。

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表现出“不耐烦的主战情绪”。综合考证可知当时人民的意见情况：

11月27日下午，“拉普拉塔号”邮船把“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带到南安普顿，从那里通过电讯立刻闪电般地传遍整个大不列颠。下午2时左右，这一消息在英国所有交易所的新闻室中张贴出来。下午3时，棉花商们用10分钟的时间，在利物浦“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里举行了一次抗议会”
 
[6]

 ，“提出了一项‘敦促政府要求立即对此次侮辱作出赔偿，以维护英国国旗的尊严’的动议。会场上一片喝彩，鼓掌，数不清的欢呼赞成！赞成！”
 
[7]

 到晚上，伦敦流传着十分热闹的谣言，说美国公使已经接到出境护照，英国已经下令立即扣押在联合王国泰晤士港口的一切美国船只等等。伦敦交易所成了骚乱景象的舞台，与宣布意大利战争时的情景相似（1859年5月奥地利对意大利战争，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和仇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家证券下跌了0.75%~1%。
 
[8]

 马克思撰文感叹说：“自从对俄国宣战
[a]

 那个时候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次遍及英国社会一切阶层的激动能够比得上这次由‘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
 
[9]

 每一个英国人都确信马上就会处于战争状态。

可是后来舆论发生了反转，正如马克思在《意见》中所说：“现在，对美战争在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当时英国一些关心战争影响的有识之士和跟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商人反对战争，一些军界人士也认为战争会使殖民地加拿大受到攻击。马克思曾在《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一文中介绍说：“大西洋这一边的美国的友人们，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希望联邦政府采取和解的步骤。”
 
[10]

 他在《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一文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英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国内许多地方召开的人数众多的大会都坚决主张通过仲裁来解决英美冲突。”
 
[11]



尤其是“特伦特号”事件爆发后的1861年年末和1862年年初，同情美国北方及反对英国干涉的工人运动席卷全国，到处举行工人集会和示威游行，一致支持林肯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英国出兵干涉美国内战。在一次由工人阶级发起而召开的大会上，一位发言人号召说：“现在，在联邦内部，正在发展着明显的解放政策（掌声），所以我坚决希望：不许英国政府对它进行任何干涉（掌声）……难道你们，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愿意让自己卷入一场反共和的战争吗？……我向最需要保持和平的英国工人们呼吁，吁请他们发出更高的呼声，并且在必要时还动手来阻止这桩极大的罪行（掌声如雷）”
 
[12]

 。由于他们进行了干预，所以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态势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唯一的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是在“拉普拉塔号”抵达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它是一个完全由棉花掮客自拉自唱的屋角会议。即使是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因而使个别要召开主战集会的人差不多在稍微有所打算的时候就马上放弃了自己的企图。“在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无论什么地方召开群众集会，一律都是抗议报界的战争叫嚣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13]

 马克思在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对英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
 
[14]



人民的意见作为一种“公众心理”，可以代表人心向背，预示政治风云，维系国家兴衰，并依靠一种内在的精神、信念力量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调节社会的运行机制。“‘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的消息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情况确凿地证明了前此所担心的战争不得人心，证明了对战争后果的恐惧。”
 
[15]

 正是鉴于当时英国人民谋求发展与和平的情绪与舆论正在与日俱增，马克思相信英美间的战争最终不会爆发。马克思的舆论研判被后来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布拉福德·珀金斯的考证所证实：“实际上，英国的舆论远非铁板一块，北方仍然拥有许多朋友。……大多数英国人，甚至同情南方的大多数人，都不想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北方从而招来麻烦。”
 
[16]

 “特伦特号”事件最终的和平解决同英国工人阶级对美国北部的正义事业的声援是分不开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处在马克思思想影响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防止发生这一场战祸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7]

 。


（二）报刊的意见及其反转：从反战到主战


然而与之相反，伦敦报刊的意见则从开始平静温和的调子到后来越来越狂热的战争叫嚣，和人民的意见先后多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马克思在《意见》中介绍说：“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综合考证可知当时伦敦报刊的意见情况：

消息传来的第二天，即11月28日，伦敦报纸一般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语调，与前一天晚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情绪激动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照。
 
[18]

 英国半官方的报纸，如《泰晤士报》和《晨邮报》，“都正在示意要平静，极力试图用冷冰冰的法学议论来浇激动的火焰”。《每日电讯》之类，“现在是真正的温和的典型”
 
[19]

 。马克思在《英国的舆论》一文中补充描述了这种现象：“那时，《泰晤士报》、《邮报》以及伦敦报界的其他黄裤奴都哭哭啼啼地要求和平，而它们碰到的却是遍及全国的许多大规模主战集会的斥责。”
 
[20]

 甚至还有报刊如《晨星报》则不对美国联邦军舰舰长威尔克斯上校的行动是不是策略和是否明智的问题做任何判断，而“只为其合法性作辩护”。总之，“整个伦敦报界都承认‘圣贾辛托号’有权对‘特伦特号’进行检视、查验和搜查，以便确定它是否载有属于‘战时禁运品’的物资或人员”
 
[21]

 。此时，“只有托利党反对派的报纸《先驱晨报》和《旗帜报》狂叫不已”，所以“这些事实使每一个有经验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即政府已经决定不把这一不幸事件制成宣战的理由”
 
[22]

 ，“由于主要的报纸语调温和，交易所的激动就大大平息了”
 
[23]

 。

11月29日，接近官方的报纸语调稍有一些变化。通过伦敦报刊的报道，人们开始知道，“王室法官们根据一些技术上的理由宣布‘圣贾辛托号’巡航舰的行动非法，内阁在此之后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下一班航轮把训令送交莱昂斯勋爵，责成他按照英国法官们的意见办事”
 
[24]

 。

11月30日，所有伦敦的报纸，除开《晨星报》这个唯一的例外，“都提出了一个抉择：或者是华盛顿政府履行赔偿，或者是——战争”
 
[25]

 。在这次远征发动的时候，《晨邮报》同《泰晤士报》加上其他一些较小的一群报刊都曾表示：“这是一个出色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人道的事业”
 
[26]

 。马克思认为，反对北部的报刊所提出的论据贫乏得很，所以在所有这些报刊上，“我们都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语句像数学级数的公式一样在一定的差距上重复着，很少有变异或组合的技巧”。总之，在整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伦敦报界的意见场就是：“伦敦《泰晤士报》先发出一定的暗示，其他敌视北部的大小报刊的servum pecus[奴仆群]就坚持不懈地跟着学舌。”
 
[27]



马克思认为，“从一般的审慎和通常的郑重来说，伦敦报界至少应该在英国提出要求到美国予以答复的这一段期间内努力克制自己，凡是能够激起愤怒、滋长敌意、使问题复杂化的话一概不说”
 
[28]

 。然而它们却“一直在用各种办法在国内激起战争狂热，在美国人当中用侮辱和诽谤酿成敌对情绪”
 
[29]

 。

伦敦报刊发出好战的叫嚣与此时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恰好相反，正如《意见》中所说，这时人民和报刊的态度早已经倒过来了：“战争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它们“嗥叫着要求战争，而回答它们的却是纷纷集会主张和平，谴责政府阴谋扼杀自由，谴责政府同情奴隶制度”
 
[30]

 。

由此可见，在“特伦特号”事件中，伦敦绝大多数报刊只不过是“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
 
[31]

 。在马克思眼里，意见并不等于舆论，舆论只能是广大人民的意见，而不能是官方的意见，要分清民意和伪民意。1843 年《莱茵报》被查封时，普鲁士各地的群众纷纷签名请愿，要求取消查封，马克思签名的1843年1月25—30日《科伦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明确指出了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每个真正热爱自由和祖国的公民对当前和不久的未来倍加信赖，因为他们认为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通过日益坚实的研究和不断精益求精，它够独立表现将达到的纯洁性、明确和坚定的高度，会使舆论变成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气勃勃的源泉。”
 
[32]

 马克思1849年2月在为《新莱茵报》辩护的发言中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33]



当人们都以为伦敦报刊上的意见就是英国人民的意见，从而觉得英美之间的战争将会一触即发的时候，马克思的这篇调查性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截然相反，向被蒙骗的人民展示了这些所谓代表着人民意见的报纸的真正面目，给迷惑中的民众指明了事态的真相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报刊的意见是党派的意见，报界是首相帕麦斯顿的奴仆


对美国作战到底是英国人民的意见还是伦敦报刊的意见？抑或其他人的意见？针对这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始终很注意从报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角度来考察和判断在具体的环境条件下报刊反映人民思想和情绪的程度。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很多报刊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在帕麦斯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有时直接同人民唱反调。

在《意见》中，马克思以大量的文字对当时伦敦16家报纸的背景、主编、内容、性质与立场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深入的剖析。《泰晤士报》：主编鲍勃·娄，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不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笨拙》 报：主编之一是帕麦斯顿内阁卫生部的一个成员，年薪1 000英镑，该报是《泰晤士报》的宫廷弄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负责将其威严的话变成浅薄无聊的俏皮话和低级幽默的讽刺画。《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有财产。《晨报》：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没有什么写作修养，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私宴的荣幸。《纪事晨报》：以耸人听闻的“惊人消息”和丑闻为主要内容，后来才找到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威廉·杨西和安布罗兹·曼。《每日电讯》：甚至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打手报。《地球报》：是政府的晚报，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贴。《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立场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空虚。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现在的联合内阁垮台，为托利党内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阁一成立，对两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小动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观察家报》：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esprit〔机智〕，以为自己十分无耻地讥笑一下“人道”偏见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机智，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站在奴隶主方面冷笑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当然，马克思也看到有少数报刊反映了广大人民反战的要求：“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在伦敦的刊物中，“《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而英国的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

马克思在《意见》中对上述英国伦敦报刊的判断并非一时的主观臆断，而是长期的客观考察。马克思曾在此前或此后的多篇文章中多次揭露了英国一些报刊的背景立场。《泰晤士报》是1785年创刊的老报纸，英国独大的日报，始终持保守立场。马克思在此前1861年10月15日写的《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中揭露了该报的垄断地位、意见本质与统治阶级的关系。由于集中规律在报业所起的作用，“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在为国家考虑和判断其对外政策并代表舆论方面，垄断权则从整个报界转给了一家报纸即《泰晤士报》”
 
[34]

 。马克思从报刊利益与政治的角度揭露了《泰晤士报》与首相帕麦斯顿的隐秘关系：“由于英国的一个集团的政府已被几个集团的政府所代替，因而帕麦斯顿的篡夺已不再受到任何敌手的威胁，《泰晤士报》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帕麦斯顿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并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予以安慰。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泰晤士报》必须为帕麦斯顿勋爵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35]



《笨拙》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全称《笨拙，或伦敦喧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晨邮报》是英国一家保守派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是“帕麦斯顿私人的机关报”
 
[36]

 。《晨报》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派的机关报，60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纪事晨报》是英国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50年代初是皮尔派（19世纪30—40年代以首相皮尔为主形成的政治派别）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每日电讯》是自由派日报，1855年创办的英国第一家成功的便士报，在19世纪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地球报》是日报《地球和旅行家》的简称，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先驱晨报》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派倾向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观察家》报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星期六评论》是英国保守派的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每日新闻》是英国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6—1930年在伦敦出版。《晨星报》是英国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旁观者》是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观察家》杂志是自由派的周刊，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麦克米伦杂志》是自由派的杂志，1859—1907年在伦敦出版。

通过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对英国这些不同派别的报刊态度和基本情况的介绍，马克思在《意见》一文的最后深入揭露了英国报刊界的意见与帕麦斯顿的关系：“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正如马克思之前曾说的：“从本世纪初起，伦敦各大报就一贯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高贵掌权人充当辩护律师。”
 
[37]



马克思在《意见》中指出，英国大多数报刊的意见其实就是党派的宣传，代表着帕麦斯顿及其辉格党（南北战争时期英国的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及其意见，而非人民的意见。在马克思一系列文章的揭露下，我们可以看到在“特伦特号”事件中明显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种意见。在马克思的舆论观里，舆论的本质就是广大人民的意见，报纸并不一定是民众意见的代表，关键是看报纸掌握在谁的手中，是为谁服务的，充当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四）制造舆论：党派利益强奸民意


在“特伦特号”事件中，伦敦报刊之所以出现前后不一的报道态度和矛盾现象是因为当时在外交问题上，“帕麦斯顿绝对地控制着十分之九的英国报刊”
 
[38]

 ，官方意见的变化左右着报纸意见的反转（或投机）。马克思在《意见》中指出，帕麦斯顿起初对于王室官员们（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能否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不敢草率行事：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半星期，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斯莱德耳等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加以干涉，但英国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这个请求。究其原因，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揭示说：“‘圣贾辛托号’是有权搜查‘特伦特号’邮船并没收船上的禁运品的。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所携带的公文毫无疑问属于禁运品……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即斯莱德耳、梅森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被收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法学家当中也是意见分歧。”
 
[39]

 如果华盛顿政府提供他们所期望的借口，“现内阁就会垮台，被一个托利党政府代替”
 
[40]

 ，所以，刚开始帕麦斯顿要找一个合法的借口对美国作战，但在内阁会议上他遇到了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和贸易大臣米尔纳·基卜生以及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等人极其坚决的反对。“特伦特号”事件消息传来之初，英国报刊的冷静和温和是因为《泰晤士报》《晨邮报》《每日电讯》《晨报》等这些帕麦斯顿的报纸“都接到了要缓和而不要更激动的命令”
 
[41]

 。

后来，帕麦斯顿和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已经谈妥，完成了变化的准备步骤
 
[42]

 ，所以帕麦斯顿放弃从法律方面找借口，转而从策略方面找借口，并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所谓的“技术性”的借口：经过多次讨论，王室法官最后得出结论说“‘圣贾辛托号’错在自己作主逮捕了南部的特使，而没有把‘特伦特号’带到联邦的某一港口，把这个问题交付联邦的战利品裁判所，因为任何武装的巡航舰都没有权利做海上的法官”
 
[43]

 ，把对美国的一切指控“归结为一个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归结为一种技术上的过失”，尽管“这种过失是英国在历次海战中不断犯过而美国一直抗议的”。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即不是实质性的错误而是形式上的错误，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坏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威尔克斯舰长没有把“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乘客与特使一齐捉走，而仅仅捉走了特使，这种手续上的错误却有利于“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与乘客，“如果英国根据威尔克斯舰长所犯的一种有损于美国而有利于英国的手续上的错误要对美国宣战，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
 
[44]

 但是现在，“帕麦斯顿以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伦敦报刊”
 
[45]

 仅仅抓住的正是这样一个非常勉强的借口，企图要对美国发动战争，在报刊上大肆煽动战争，转而使用了激怒的语调，原来“持续了两天的克制态度不过是奉帕麦斯顿之命有意做出来的伪装而已”
 
[46]

 。

至此，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在《意见》一文提出的伦敦报刊界这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拉普拉塔号”到达之后的头两天，“当帕麦斯顿忧虑是否能发掘出一个兴起争端的法律借口的时候，它们温和的。但是，一当王室法官们拼凑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诡辩，它们就发出了自反雅各宾战争以来都未曾有过的叫嚷”
 
[47]

 。《泰晤士报》“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人知道是与帕麦斯顿有关系的报刊，都同样地转变了方向”。
 
[48]

 这些报纸被马克思轻蔑地称为帕麦斯顿私人的机关报和“黄裤奴”。

在对美作战问题上，英国执政寡头们各怀鬼胎，梦想着通过对美发动战争来捞取各种好处。帕麦斯顿正是这场战争狂热的支持者。对此，马克思在《意见》末段敏锐地指出，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马克思曾评论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
 
[49]

 因此，马克思在《意见》结尾警醒地指出，帕麦斯顿这场战争中的赌博，比拿破仑第三1859年1月准备奥意法战争而掀起的战争叫嚣更加危险，马克思曾在《路易-拿破仑的处境》一文中已揭示了这种危险。
 
[50]



帕麦斯顿不管这场战争会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怎样的损害，英国报刊也不顾人民普遍的反对战争的情绪，这时，英国人民的意见已经被伦敦报刊所强奸。美国内战开始后，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一些英国报纸努力为帕麦斯顿的对美政策制造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伦敦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报刊出来声辩，在广大公众面前摆出它们捏造的理由，为自己对北部持敌对论调、对南部抱难以遮掩的同情态度作辩护”，力图掩盖美国内战的真相，说什么美国内战是无意义的、兄弟相残的战争。这些报纸的主要论调是：当前发生的美国内战“并不是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
 
[51]

 ，“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维持联邦的战争”，“北部应当欢迎脱离”
 
[52]

 ，因此英国人民不应该对美国北方抱任何同情。但不久之后，当帕麦斯顿勋爵想放弃他到当时为止对合众国所采取的极端敌对的立场的时候，“几个月来《泰晤士报》一直吹捧脱离派的进攻力量，大谈合众国无力对付脱离派，而今天却在一篇社论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军事优势”
 
[53]

 。

因此，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无比轻蔑地将伦敦的报刊称作“帕麦斯顿的报界奴仆”
 
[54]

 ，认为“帕麦斯顿的报纸就是奉命说谎”
 
[55]

 ，“它们愚弄读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他们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们的钱搜刮上去交给自己的主子”
 
[56]

 。

马克思在1861年12月20日曾分析说：“如果不发生‘圣贾辛托号’在巴哈马海峡截留‘特伦特号’的事情，也会有别的事件被利用来为帕麦斯顿勋爵所要的冲突提供借口的。”
 
[57]

 帕麦斯顿的阴谋就是“鼓舞叛乱和激怒联邦”，通过战争，以最小的损害，获得“意外的、部分的补偿”。
 
[58]

 在伦敦报刊意见的背后隐藏着的正是那些不能见阳光的、同情奴隶制度的、英国执政寡头的意见，正如一位工人大会发言人所说：“现政府从来不很好地讲求用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人民。”
 
[59]



通过马克思的《意见》一文，我们看到报刊的利益关系如何使英国的报刊与人民的意见相对立：本应该作为人民意见代言人的报刊被权势所控制，成为政治斗争、党派利益争夺的工具。当报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时候，新闻的真实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谎言成为当权者对民众进行思想奴役的工具，报纸不再是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不再是人民意见表达的场所，而成了当权者表演的道具。实际上，这样的报纸已经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了。


三、文章的核心论题：报刊与人民的关系


在《意见》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报刊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一词出现多达8次。马克思认为，在“特伦特号”事件中，英国的报纸显然严重违背了民意，即使如此，他也并没有一般性地否认报刊是人民情绪温度计的这种看法，而只是讲“目前”这一看法不灵验了，而且也谈到伦敦另一些报刊仍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反战要求。马克思充分意识到，报刊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天然关系：报纸这种走向社会化的交往媒介必须拥有最大多数的读者，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人民的承认、信任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它必须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意见，具有“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
 
[60]

 。在马克思看来，只围绕着个别人意见的官方报刊，本身就违背报刊发展的历史个性。基于当时德国报刊的官方色彩依然浓重、刚刚向大众化方面发展的背景，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成为马克思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

事实上，从1842年年初开始注意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并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起，马克思就积极倡导创办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以人民的口吻说话的报纸，并为此奋斗一生。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
 
[61]

 他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也宣称：“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62]

 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也论述：“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
 
[63]

 在此，马克思特别明确地提出报刊要生活在人民中，真诚地爱人民之所爱，忧人民之所忧，恨人民之所恨，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直率地对所见所闻做出自己无私的判决和评价。这些文章反映出报纸与人民的亲密关系。

马克思把报刊和人民联系起来考虑，主张报刊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思想情绪。报刊是“在社会的表层毕竟处处出现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64]

 ，反映“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
 
[65]

 。

报刊的立场是什么？如何看待和处理报刊的意见、官方的意见、人民的意见之间的张力？在《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国伦敦哪些报刊受到私利的控制，哪些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见。马克思并不反对政府或党派拥有自己的机关报，问题在于不少报刊本有自己的观点而屈从于强权或金钱，这不仅违反新闻工作的一般道德，而且混淆视听，愚弄人民。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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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考证研究


路鹏程



1870—1872年是恩格斯从事社会活动的“关键时期”（克利姆，1986：426），《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是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献。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文不仅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篇章，为后来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中的著名论著，为工人阶级报刊活动确立了基本原则。


一、《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写作缘起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他终于彻底告别了“该死的商业”的羁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工人阶级革命工作中去。在恩格斯迁居伦敦的当天晚上，就被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总委会会议上提名任命为委员，不久正式补选为国际总委会委员。这一决议无论对恩格斯本人还是第一国际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恩格斯来说，虽然他早在1865年就加入了第一国际，但只有当他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时，才意味着他从“一个毫无约束的工人阶级政治家”，转变成“一个已经加入组织的工人阶级政治家”。（克利姆，1986：404）尽管作为前者，恩格斯可以无所顾虑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身为后者，恩格斯必须立足第一国际的整体利益。恩格斯之前曾有时想不通，马克思总是一再提醒他：“你不应忘记，总委员会应当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因此它不能写得像我们两人用自己的名义写的那样。”（马克思，1870：68）其次，对于第一国际来说，恩格斯担负起国际总委员会政治和组织重要工作。这时的第一国际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拥有较大的威信，伦敦总委员会的工作异常繁忙，报道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情况，指导各国工人政治斗争，宣传国际思想，等等，并且所有这些工作的意义和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巴赫，1980：62-179）恩格斯从1871年1月起先后担任和兼任比利时、意大利通讯书记，建议和推动总委员会采取了多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行动。（克利姆，1986：6）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1870—1872年是恩格斯从事社会活动的“关键时期”，而直接促使恩格斯在这个“关键时期”发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原因，则是参与国际工人协会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肃清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及其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威胁。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萌发于19世纪40年代，其“观点之彻底形成，并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出现，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即第一国际时期”（李显荣，1982：123）。巴枯宁主张，“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巴枯宁，1959：247），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协作和联邦原则来建立的”自治公社的总和（巴枯宁，1978：74，97，204）。因此，他不仅要求消灭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而且也要求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即“要求完全和彻底消灭国家及其一切机构”（巴枯宁，1978：86）。尽管巴枯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但他企图以无政府主义观点来影响和指挥工人运动，1864年在表示愿意“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骗取马克思的信任后，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随后，巴枯宁便开始利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由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映了一部分政治上无权力、经济上无保障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要求和情绪，因此在经济发展落后、工人斗争薄弱的欧洲大陆国家，他的思想与宣传受到欢迎。至1869—1870年，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已影响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同时，巴枯宁还在第一国际内部成立了秘密组织国际兄弟同盟，密谋夺取第一国际领导权。而这对第一国际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威胁。国际总委员会认识到必须揭露巴枯宁反对第一国际的密谋活动及其敌视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并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成为关系第一国际存亡的严重问题。

值此前后，巴黎公社起义爆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国际工人协会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援和保卫巴黎公社的运动中去。尽管巴黎公社政权只存在了72天，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公社的生命并未终结。此后，他们一直到逝世都致力于科学地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宣传和推广。当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也自称“是公社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并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颂扬巴黎公社及其领导人。巴枯宁之所以说他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是因为他认为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企图证明巴黎公社正在实施他的关于立即消灭国家的论点。他之所以赞扬公社领袖瓦尔兰，是因为瓦尔兰按其政治信念来说是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左派浦鲁东主义者。巴枯宁还从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把巴黎公社的失败归结为巴黎工人阶级“对政权的迷信”以及雅各宾党人抱有“关于专政的拯救作用”的成见，等等。（巴枯宁，1978：200，201）

尽管第一国际成立之初，一些国家就企图消灭它，但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这种迫害进一步恶化，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都采取各种暴力手段来镇压国际活动和工人运动。国际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动摇，有的叛变，第一国际处于空前严峻的不利境地。与此同时，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加紧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他们试图利用第一国际所处的不利局面来夺取第一国际各级组织的领导权。（李显荣，1982：190）

为抵制欧洲各国政府的严重迫害，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揭露巴枯宁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并且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马克思，1871a：693），国际工人协会于1871年9月21日秘密召开伦敦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23名，其中多数代表是马克思的支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参加了会议，而只有几名代表是支持巴枯宁的。巴枯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作为幕后指挥者暗中操控。在会议上，几名巴枯宁分子根据巴枯宁的旨意要求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不赞成讨论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对此，恩格斯发表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重要演说，抨击了巴枯宁派所宣扬的政治弃权，即放弃有组织的政治工作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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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写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发言提纲手稿


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新闻学观点。须指出的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文有发言提纲（恩格斯，1871a：445-446）（引证此篇，均见此注释，不再标注）和发言摘要（恩格斯，187lb：449-450）（引证此篇，均见此注释，不再标注），前者是恩格斯为大会发言撰写的提要大纲，后者是恩格斯附在代表会会议记录中的亲笔摘要。两者文字结构不同，内容大体相同，但为了全面理解恩格斯的思想，本文将以发言摘要为主，辅之以发言提纲，两者参证互照，来阐述恩格斯提出的两个重要新闻学观点。


（一）“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


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通过驳斥巴枯宁主义号召工人阶级放弃政治的主张，阐释了工人阶级如何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的思想，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必要性的问题。同时，恩格斯在这里也阐述了报刊如何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的重要新闻学思想。这里的报刊是指工人报刊，而不是一般的商业报刊。具体来讲，恩格斯谈到了三个问题（陈力丹，1993：302-303）：首先，报刊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对工人报刊来说“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即使巴枯宁一方面号召放弃政治，另一方面也要求其信徒积极“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书籍”，“致力于在一切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传播对政治、社会经济和一切哲学问题的正确观点”。（巴枯宁，1978：143）正如恩格斯在发言大纲中说，“报纸的政治态度也是政治”，报刊宣传放弃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事实上看，那些主张放弃政治的报纸，不仅自身从未放弃政治，而且正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巴枯宁派机关报《进步报》（Le
 Prcgrès
 ）、《团结报》（La
 Soli-darit
 ）、《平等》（LƴEguaglianza
 ），或巴枯宁派曾一度把持过的报刊，如《平等报》（Egalité
 ）等，它们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号召放弃政治，而另一方面这些“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攻击政府”，同时它们还在暗地里从事政治密谋攻击国际总委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为巴枯宁派夺取国际领导权制造舆论。这就产生了一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荒谬结果：“他们
[a]

 经常鼓吹放弃政治，在他们看来这或许要比经济问题更重要。他们放弃政治，结果正是他们自己把政治变为最重要的东西。”（恩格斯，1871c：351）

其次，报刊与政治并不是一回事。二者有密切关系，正如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中就指出，“党派的名称对政治性报纸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马克思，1843：21），但又有一定距离，因而存在“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对于工人报刊来说，怎样从事政治，就是要充分运用民主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自由，包括言论出版自由来争取自身的权益；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既“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跟在资产阶级政党和报纸后面亦步亦趋，但也坚决不应走向绝对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道路。恩格斯就工人阶级如何从事政治行动的问题指出，“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那么对于新形势下的工人报刊来说，则要进一步遵循“党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1843：687），宣传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以期“……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恩格斯，1873：51）。

最后，恩格斯在发言提纲中还指出，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不存在报刊必须参与政治或报刊完全放弃政治等先验的“规定”。这是因为，一则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决定着它与报刊之间的联系。当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步入高潮或政治斗争激烈时，报刊常会以巨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到“实际运动”的鼓动与宣传中，反映工人阶级呼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而当“实际运动”陷入低潮或政治斗争缓和时，报刊和政治的联系便较为松散。二则报刊是以全社会各层面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动为主要报道内容，其刊载的内容包罗万象，并不局限于政治。甚至实际上有一些报刊与政治无关。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支部机关报《解放报》主编梅萨辩护时说：“梅萨为了挣钱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刊翻译了一篇文章，他们就说他投靠了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843：412）显然，硬要将梅萨参与工作的杂志拉入政治范畴是无聊的。政治发展水平和报刊自身属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变化的，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而不存在任何先验的规定。


（二）“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恩格斯在这里不仅驳斥了巴枯宁放弃政治的自由观，而且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巴枯宁说：

我所崇拜的自由，绝不像我们的自由——有限的，形式上的，严格地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我的自由不像卢梭学派及类似这一学派的其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所宣传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这种自由经常是虚假的，经常是伪善的……但有权称得上这个伟大的名字
[b]

 的，只有这样一种自由，它保障全部体力、智力和隐蔽在每个机体中的道义力量的充分发展，——这种自由，对它来说，没有其他界限……每个人的自由不为全体人员的自由所限制。（巴枯宁，1959：247）

巴枯宁的“没有其他界限”的绝对自由听起来颇为动听，但“没有其他界限”的自由不仅不能保护个人的自由，反而可能造成对一切人的自由的侵犯和剥夺。巴枯宁试图以彻底否定西方一切现代政治自由思想和实践成果的方式来阐释自由、获取自由，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理论贫困，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按照巴枯宁的自由观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只会是骗人的表面的东西和虚伪的东西”（巴枯宁，1978：161）。而争取和利用包括这些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

与巴枯宁彻底否定西方一切现代政治自由思想和实践成果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继承西方现代政治自由思想和实践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的批判和扬弃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观。恩格斯历来重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争取政治自由问题，正如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恩格斯，1865：114）。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欧洲工人运动从弱小到壮大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他们从中深切地认识到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工人运动的发展极为困难（陈力丹，1993：407），甚至可以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争取这些自由不仅是开展工人运动的必要前提，“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恩格斯，1865：112，104），而且也是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同时也是工人运动追求的重要目标。概而言之，这些自由是工人运动本身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究其实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恩格斯，1849：528）。

争取这些自由不仅不是向资产阶级国家妥协，恰恰相反，是在与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顽强斗争，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

事实证明，工人争取和获得政治自由，即使是受到资产阶级国家严重束缚的有限程度上的政治自由，也能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实现经济解放。特别是“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这是“……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马克思，1871b：611）。恩格斯回顾总结英国工人阶级在限制工作日的斗争取得胜利时就指出，“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恩格斯，1868：269）。

为此，恩格斯一贯注重“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条件”（恩格斯，1865：113），始终强调工人要学会利用政治自由，“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

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获得马克思以及其他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其主要内容被写入了会议的决议之中。（马克思，恩格斯，1843：451）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重要胜利。


三、《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版本和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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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是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而写的发言提纲和发言摘要。前者的原文是德文，约800字，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1934年《布尔什维主义手册》杂志第20期；后者原文为法文，约700字，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中文《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和发言摘要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简称《全集》）第一版第17卷中，两者均是从俄文版《全集》中翻译过来的。此外，发言摘要还有一个新译文，收录在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简称《文集》）第3卷中，该文是根据《全集》历史考证版（EMGA）第一部分第22卷，并参考《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的。对照历史考证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中文版发言提纲中提到“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查照考证版德文原文为“Nur fraglich wie und wie weit sich in Politik mischen”（Engels，1978a：307）。与中文“干预”对应的词是“mischen”。德文“mischen”原意是“搅和”，是个比较模糊的、程度不确定的词，其意义为“介入、插手、干预、干涉”，表面上看可以翻译成“干预”。但将“mischen”翻译为“干预”是不合适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有一个定语“wie und wie weit”，即“怎样以及到……何种程度”。这表明，报刊对政治的介入有一个不确定的范围：介入的范围小，程度低，那么两者仅是有关；介入的范围大，程度高，那么就是干预；当然，有时也可能毫不介入，两者之间无任何关联。所以，在这里不应该译为“干预”这样一个明确表明其程度和范围的词，而应该翻译为具有中性色彩的词汇，如“参与、从事”。这句话英文版的译文为“The only question is how and how far to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Engels，1986：417）。与“干预”“mischen”对应的词是“get in-volved in”。英文这里用“get involved in”，即“有关的、牵扯在内的、参与的”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词，是更合适的。恩格斯在发言摘要中重新表述这个观点时就使用了法文“agir”，即“从事”这样中性色彩的词汇。“Il sƴagit seulement comment on en fait，et laquelle.”（Engels，1978b：308）中文译文为：“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其中“agir”（“ag-it”为动词变位，其原形是“agir”）的意义为“行动、干、做事”，中文意译为“从事”，英文对应的翻译是：“It only depends how one does it and what sort of politics.”与“从事”和“agir”对应的词是“does”。

其二，中文版发言提纲“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英文版为“Political freedoms—particularly of association，assembly and press—our means of Agitation”，查照历史考证版为“Die polit ischen Freiheit—besonders Assoziations，Ver-sammlungsund Preβfreiheit—unsre Agitations-Mittel”，与中译“宣传鼓动”对应的英文单词为“agitation”，德文为“agitations”，尽管在中文里“宣传”与“鼓动”是一个意思，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鼓动”一词的含义与宣传十分相近（陈力丹，1993：205），但在英文和德文中它们分别是两个单词“agitation”和“propaganda”，因此，为忠于原文，这里译为“鼓动”更合适。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文集》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发言摘要谈到“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英文版是“Absolute abstention from politics is impossible”，历史考证版为“Lƴabstention absolue en matière politique est impossrble”，俄文版亦称“Абсолютноевоздержаниеот попитикиневозможно”（Энгелbс，1960：421）。但根据苏联弗阿多拉茨基主编的《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文件（1871年9月17—23日）》的中译本（简称《文件》），恩格斯当时的表述是“在政治反动时期，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阿多拉茨基，1999：90）。《全集》和《文件》都声称是按恩格斯手稿翻译的，但前者在“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前面加了限定条件，后者则无。

显然，有无“在政治反动时期”这个限定条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此限定条件，则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在工人阶级活动中不仅具有永久性，而且也具有优先性。同时，这种绝对化的表述也极其容易被曲解和误解为某种教条。而“在政治反动时期，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则是强调了工人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应该根据形势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鉴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从工人政党建立的经验、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对国际的迫害等角度来论证“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出恩格斯可能强调的是“在政治反动时期，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发言提纲中所指出的，“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

伦敦代表会议上，在恩格斯做出《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发言之后，许多代表随即发表了支持恩格斯的言论。如巴黎公社的领袖之一弗兰克尔（Leo Frankel）声明，在总的组织问题上，他完全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人们以为在一切国家里都应该采取同一种政治行动手段，显然，在政治领域里应该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活动（阿多拉茨基，1999：91）。比利时代表斯廷斯（Eugène steens）指出，要“根据每个国家的条件从事政治”（阿多拉茨基，1999：92）。而马克思的女婿龙格（Charles Longuet）更为详尽具体地说：“在某些时候，例如在帝国时期，放弃政治是正确的政策，帝国十分懂得这一点，所以在全民投票之后就立即开始迫害曾向人民建议放弃政治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但是，在有些国家，放弃政治就是怯懦，近乎背叛，例如在瑞士，那里的人民拥有一切斗争手段。”（阿多拉茨基，1999：92-93）这些代表均是通过论证从事政治的具体条件来支持恩格斯的言论，这也可以说明恩格斯所提出的“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是有限定前提和条件的。

其四，另外须指出的是，中文版《全集》发言摘要中的“出版自由”，在《文集》发言摘要中重译为“新闻出版自由”，这既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新闻与出版状况，也更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表述的含义。《全集》中“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文集》新译为“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全集》中的“制度”一词，与《文集》中的“现状”，在英文版中对应的词是“status”，历史考证版为“existant des choses”，即“存在的或实在的事情、东西”。显然，“现状”，一则在词义上更为准确，二则也更确切地表达了恩格斯的思想。因为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即使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其政治自由程度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其政治自由程度也有变化。“现状”一词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欧洲各国政治自由程度的复杂性及其变化。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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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指巴枯宁机关报。——笔者注


[b]
 指“自由”。——笔者注


第七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报思想的形成

按语

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初期发展时规模很小，党的领导机构或领导人与党的报刊编辑部或编辑是一体的，因而党的报刊与党的领导机构的关系问题并不明显。随着党的壮大，这个问题得以凸显。鉴于1863年德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内党的领导人斐迪南·拉萨尔实行个人独裁的教训，1869年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以党的章程条文，确定了党的报刊与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关系，摒弃拉萨尔的独裁。刘宏宇对奥古斯特·倍倍尔《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考证概括的党报体制是：党的行政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责任监督党的报刊的原则立场，若该委员会滥用权力或不负责任，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追究执行委员会和编辑部的责任。为防止执行委员会干预编辑部的工作，党报编辑部和发行部成员均不得是执行委员会成员。

1873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委会主要领导人和党报主编均被捕，于是第一次发生了党的执委会成员与党报编辑部编辑在捍卫党的路线方面发生分歧的问题，鉴于党章规定执行委员会有责任监督党报编辑部，执行正确路线的党报编辑面临错误的领导。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并代表马克思）致在监狱里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党报实践中第一次讨论党报与党的领导机构关系的文献。李志敏对此的考证文章详尽地叙述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和恩格斯的态度。恩格斯指出了问题的难处：“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并且竭力加以阻止。赫普纳
[a]

 可能在个别地方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应当坚决承认他是对的。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
[b]

 明确示意要他退出编辑部，并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
[c]

 的领导下工作，那末，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

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的工作，但这是在1848—1849年欧洲民主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没有有效的传播手段与分散在欧洲大陆的几百位盟员进行沟通和实行领导，马克思主持的《新莱茵报》实际上成为同盟的领导中心。王晶对恩格斯的论文《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了详尽研究，认为该报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而在于恩格斯讲述的情形：“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这与后来拉萨尔在党内的独裁性质完全不同，但后来人难以仿效。

恩格斯1890年写的文章《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总结了该报12年来的工作经验，是一篇关于党报理论的比较全面的经典论述，以生动的案例论证了党的领导与党报编辑部之间的关系，关键不在于谁领导谁，而是党的领导、党报编辑部都要遵循党的精神。卢家银的考证文章还谈到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新闻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他以此强调了报刊编者与读者之间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的重要性。

党的出版物的党性，是列宁在俄国特殊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党性的对立面是“小组习气”。陈力丹关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考证研究，提供了颇为细致的涉及党性论证各方面的论证或喻证。而列宁付诸落实党性的两篇论述，是理解党的出版物的党性的最好注脚。杨钢元、李一帆考证的1910年11月22日列宁致高尔基的信，重点分析了当时俄国各色代表性期刊的政治性质，这便是一种用党性的眼光对期刊的审视。谭璇璇、杨青考证的列宁起草的文件《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则是组织上采取的坚持党报党性的措施。



注释


[a]
 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党报编辑。——引者注


[b]
 中央执行委员会。——引者注


[c]
 执委会任命的党报新领导。——引者注


倍倍尔论党内思想交流与新闻传播的原则——《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的考证研究


刘宏宇



1869年8月7－9日，262名德国工人运动代表在德国中部城市爱森纳赫召开大会，决议组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SDAP）。8月8日，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Programm und Organi-sation der Partei—Referat auf dem Gründungskongreßder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in Eisenach）》（简称《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明确述及了党的机关报刊的工作机制。《报告》中关于党报体制的基本理念对后来德国工人政党的党报体制和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中文版的摘要收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41~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本文围绕《报告》的产生、内容和影响，在搜集和考证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尝试对《报告》涉及的党的机关报刊的体制、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的论述进行深入研讨和分析。


一、《报告》出台的历史背景和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


1848—1849年民主革命失败后，德国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重新出现各种以工人教育协会形式为主的“非政治性”松散组织（Bebel，2011：43-46）。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ADAV）是其中首个跨地区性质的德国工人政党。但是，该会最初在其创始人——律师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领导下实行独裁性质的组织管理，搞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虽然拉萨尔1864年就因决斗身亡，未能长期直接率领ADAV，但其拥护者们对他的个人崇拜依旧存在。当时工人运动的参与者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在追求组织内部统一决策的过程中，常回避“曲折而拖沓”的民主议程，进而习惯性地相信领袖权威的力量。他们将工人联合会视为拉萨尔的个人创造并且赋予其神圣光环，以至于使是否接受和维持对领袖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成为区分政治敌友的一个衡量标准，任何敢于对此提出异议的人都会被当作“渎圣者”来看待，这种传统保持了长期而顽固的影响力。（Bebel，2013：27-28）马克思将这种盲目的个人崇拜称为“幼稚的‘偶像崇拜’”（马克思，1864：51）。

对拉萨尔主义政治路线持有异议的工人运动家们纷纷成立不同的政治团体，警惕地与其保持距离。其中的自由派人士更是对拉萨尔的独裁作风发出了“愤怒和嘲讽的呐喊（Wut-und Hohngeschrei）”（Bebel，2011：59-65）。身为莱比锡工人协会主席和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的倍倍尔1867年被选为这类团体之一——“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Verband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VDAV）”的主席，他在该联合会1868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推动制订了以马克思实际上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基本政治理念为蓝本的纲领，并且着手将该会改组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新政党。该纲领得到了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不少反对派人士的响应，因为他们对拉萨尔的继任者——同样身为律师的党主席约翰·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变本加厉的独裁领导深为不满，所以决意转而加入新政党，以此挽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德国工人运动，并实现德国工运力量的统一。在反对派的呼吁书中，他们认为联合会章程错误地赋予了主席毫无限制的权力，以至于执委会对此毫无干预手段。这严重伤害了民主原则，同时使得“施韦泽利用联合会仅仅来满足其野心，并且将其降格成为反工人利益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样的一个组织已经不再具有一丝一毫的民主精神了”，“如果继续留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效力，将是对我们最好力量的可耻浪费”。（Bebel，2013：68-69）

作为政治领袖的施韦泽何以会受到会员们如此强烈的质疑和反对呢？在倍倍尔看来，拥有理论知识、政治视野和缜密思维的施韦泽的确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某些素质，同时他还是一位有才能的新闻记者、演讲家和宣传鼓动家，有能力向普通工人们解说复杂的政治问题，令他们对其提出的未来社会愿景深信不疑。因此，施韦泽一开始能得到联合会会员的拥护是可以理解的。但倍倍尔同时指出，施韦泽参与工运的基本动机并非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阶级认同，而是因为他在自己所出身的布尔乔亚阶层中看不到出人头地的希望，所以企图通过获得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权作为自身的政治资本，提升个人名望地位。倍倍尔认为：“他不仅想成为运动的领袖，而是要成为其统治者，并且出于自私目的将其加以利用。”（Bebel，2013：7-8）他严厉批评了施韦泽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政治动机，认为施氏非但不能使自身能力为工人政治事业所用，反而只能为其带来实质性伤害。

1869年的爱森纳赫建党大会上，施韦泽的110名狂热追随者们前来闹场搅局，以至于大会只得临时改变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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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在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主持下，大会还是完成了建党程序，取得圆满成功，就此诞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即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该党在历史上被称为“爱森纳赫派”或者“马克思派”，因为他们接纳和贯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国际工运路线，扭转了德国工运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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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地址——爱森纳赫的摩尔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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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倍倍尔

在筹办爱森纳赫大会的公开呼吁中，倍倍尔指出：“个别人的利己主义此前像楔子一样劈入了我党的骨髓，刺进了我党的心脏，它已经被揭露和粉碎了，我们现在应该迅速行动起来，以便胜利果实不会被再次夺走……”（Bebel，2013：65）面临国内工人运动中的理念和路线之争，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亟须为未来政治活动制订明确纲领和原则，以便在与拉萨尔派路线划清界限的同时，为工人政治运动的发展指出正确方向。其中尤其具有紧迫性的任务是：在前车之鉴的基础上为工人政治活动的组织管理和日常行为制订合理的规范细则，从而为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这就是倍倍尔向大会提交该纲领性报告时所面临的现实政治形势和课题。


二、施韦泽的独裁新闻传播政策及其危害


倍倍尔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本身就是工人运动进入各种不同政治理念激烈纷争状态的一个标志性信号（Bebel，2011：63），而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政治使命则是终结拉萨尔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工运分歧和内耗。其根本方法就是要通过正本清源，在党内树立正确的政治理念和原则，并且在其贯彻中取得多数工人的认同和支持。

但是事实上，包括拉萨尔派在内的几乎所有工人组织在群众性宣传中无不声称自己奉行民主原则，代表普罗大众利益。那么为什么进入具体操作之后，就常常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甚至背离了真正的民主原则呢？能否真正在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其根本差异往往就在于所宣称的政治理念是否能得到组织内部有序的制度性维护，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其得到切实的尊重和执行。

以施韦泽当权时期的工人联合会为例，拉萨尔独裁统治的传统为施韦泽的政治投机提供了制度性便利，施韦泽则刻意推动和强化会员们非理性的领袖崇拜意识，“借用拉萨尔个人光环带来的便利条件并且巧妙地对其加以利用”（Bebel，2013：23）。等到他取得联合会领导权之后，便毫无顾忌地压制会内反对派力量，对组织造成的损害更远甚于其前任。施韦泽还利用联合会唯一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作为排除异己的工具，他作为党报资产所有人，同时身兼报纸主编。这样一来，党的领导人同时又是党报的领导人，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进而在组织上和精神上全面掌控了党。施韦泽不允许联合会内部存在竞争性的其他党报，更不允许和他政见不同的意见在党报上发表，并试图以此方式实现对联合会成员的绝对精神统治。对此倍倍尔有如下描述：

施韦泽利用其报纸对联合会进行绝对统治，任何敢于顶嘴的人，其抗议申诉都飞到字纸篓里面去了，谁要是敢退出一次集会，就会被打上背叛拉萨尔主义组织珍贵品质的烙印并被革除会籍。在联合会里他也就死定了。如果谁让别人注意到他对李卜克内西和我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在多数成员眼中这也等同于犯罪，甚至比乱伦或者谋杀还要严重。这就是他系统性地加以推动的煽动挑拨所导致的结果。（Bebel，2013：56）

与此同时，施韦泽通过党报进行政治欺骗，并以各种空洞浮夸的煽动性表述哄骗和误导知识有限的一般工人会员。对此倍倍尔评论道：“虽然施韦泽在内心里是鄙视群众的，但是他所掌握的讨好迎合他们的谄媚手段之高明，我自此以后再也没能见识到类似的程度。”（Bebel，2013：8-9）施韦泽在群众面前将自己谦卑地称为人民群众意志的工具，阅读了他的报纸从而被他的政见所欺弄和误导的群众，被他当作工具来利用了还浑然不知。在他的政治表述中常带有似是而非的双重性，表面上似乎是在为工人们代言，实际上却是为当权者——其中尤其是首相俾斯麦的政策进行辩护，诱导工人舆论附和讨好权贵，并以此作为自己个人的晋身之阶。倍倍尔批评他对“大普鲁士政权”的吹捧，指出：“这样的政治是不应在民主立场上加以支持的，反之，必须与其进行生死斗争，因为推行这样的政治的人，必是民主的死敌。”（Bebel，2013：20）除了各种欺骗外，施韦泽在为自己撰写政治投名状的时候，有时也会表现得不加掩饰，“扯下了民主的面具，公开地拒斥他此前刚赢得其支持的大多数同事们”，因为其投机性质的言论与联合会纲领存在明显矛盾，这种行为形同对会员们“以最粗暴的方式加以侮辱”。但是，党内的制度纵容施韦泽，使他可以无视会员们的异议，滥用党报谋取私利。（Bebel，2013：8-9/22）

马克思、恩格斯和另一位德国工运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很早就注意到了施韦泽在政治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当作风，在对其进行了批评的同时与其具体的政治性错误论调保持距离。感到党内地位受到威胁的施韦泽，在党报上讽刺马克思是“徒劳无益的抽象论者”和“空谈理论的作家”（Bebel，2013：22-23），而将自己粉饰为实干家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4日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论调已经不能代表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他们也不再参与其编辑活动。这就等于在国际共运组织的层面否认了该报的政治正当性。随后，施韦泽转而阿谀奉承马克思，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总的来说，倍倍尔认为施韦泽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利功利主义政治学的毫无原则的煽动者，其目的是通过政治操弄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施氏在联合会中的独裁领导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天主教会制度色彩，这也许与其早年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不无关系。倍倍尔认为工人运动中出现施韦泽这样的角色，与工人运动当时处于相对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有关。这样的投机政客能够得到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群众的拥护，与当时工人群众的整体素养不高是相对应的。在工人政党制度建设相对完善和工运参与者政治觉悟明显提高之后，留给这种投机分子的活动空间就越来越有限了。（Bebel，2013：9）


三、倍倍尔提出的党纲方案中的党报体制和新闻传播观念


鉴于施韦泽独裁领导的深刻教训，倍倍尔在新党纲的制订中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党内民主原则和监督制度建设，同时注重合理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即民主原则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而制度建设反过来又成为捍卫民主原则的保证。

在《报告》中，倍倍尔介绍了党纲草案第12条内容：执行委员会领导党的日常事务，五人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书记、司库和委员各一名组成，他们应由普通党员经特定选举程序以绝对多数选出。该委员会全体成员须住在同一地方或该地的一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以便他们能经常全体出席会议并确保会议程序的正当性。（Bebel，1970：53；倍倍尔，1981）这种制度设计贯彻了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原则，避免了主要领导人的制度性独裁和滥权。

然而，如果制度设计中未包含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的内容，领导人就可能超出制度之外而追求绝对权力，无视甚至损害民主决策程序，单独做出重大政治决策，导致权力的独裁。如果普通党员放弃自身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权，习惯于盲目崇拜领袖，也会导致民主理念和体制的瓦解。有鉴于此，倍倍尔在《报告》中郑重声明：“在我们党的组织章程中已不再存在领袖了，这一点是必要的；只要一个政党承认某些个人的权威，那么，这个党就会失去民主的基础；因为信仰权威、盲目服从、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所以，我们打算用五个人来代替一个人担任领导。”（Bebel，1970：53；倍倍尔，1981）

这种民主原则和制度建设需要贯彻到党建的各方面，其中自然包括党的机关报刊。党的机关报刊的运作同样需要一定的制度规定，以防止被少数个人掌控和滥用，形成思想独裁，妨害民主原则的贯彻。倍倍尔以拉萨尔派的党报领袖独裁作为例证，批评了施韦泽利用对党报的独裁控制对党造成的危害。他在《报告》中指出：

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目前这两派之间的隔阂，使它的相互抱怨并挑动工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先生们，那就是给掌权的个人提供了在党内还掌握舆论工具的可能性，从而使他可以把党的机关报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只准许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那些对他有利的东西，其他所有的意见都遭到压制，而一般说来群众相信：凡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都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从而使任何反对派都不能公开发表意见，因为当权者可以立即通过报刊公布那个在某一点上反对他的人是叛徒。最近这几年，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过我们党的最精明、最优秀的同志被宣布成叛徒吗？这是我们必须消除的一个危险。（Bebel，1970：53，倍倍尔，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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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机关报刊作为重要的政治舆论工具，其宗旨应当是维护全党利益而不是少数个人利益。为了保障党的报刊的正常运作，需要建立一定的管理制度和对其的监督。基于德国工运的经验和教训，倍倍尔提出了多方位的制度建设意见。首先，从报刊所有权的角度，他认为党报既然代表全党的利益，就应该属于党的资产。他从而建议：“要消除这一危险，只有使未来的党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财产，而是党的财产，由党来决定它的权利。”（Bebel，1970：54；倍倍尔，1981；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43-44）其次，既然党报是党产，那么一般党员也都应该对其拥有监督权，同时也有权要求党报维护党员的权益。因此倍倍尔认为：“如果报纸在任何方面违反了党的组织章程或触犯了个别成员，那么，必须由党的正式代表对此作出决定。”（Bebel，1970：54；倍倍尔，198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报应受到来自普通党员的广泛而充分的监督，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保证必要的管理效率，普通党员可通过委托特定管理机构来行使其监督权。为了避免出现专职管理机构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滥权的危险，倍倍尔认为应当为管理机构自身设置相应的监督机构，以便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他对此提出的方案是：“执行委员会可以监督报纸，即使委员会本身（当然可以这样设想）对群众的不满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也还有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应追究编辑部和委员会的责任。”（Bebel，1970：54；倍倍尔，1981）

作为党的行政领导机构的执行委员会虽然受委托作为党报管理机构对其行使监督权，但是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本身并不是没有约束的，该委员会同时应受到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由11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的日常监督，如果执行委员会成员存在滥权或者渎职行为，将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谴责和弹劾。

此外，为了防止党的机关报刊受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强力干预，保证其日常工作的独立性，倍倍尔做了进一步的细则规定：党的机关报刊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成员均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反过来，委员会中的成员也不能在机关报内任职。（Bebel，1970：56；倍倍尔，1981）这样，也就可以防止出现施韦泽那样集党的行政领导、党报主编于一身的不正常情形。

党的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党报编辑部及发行部（以及后来由党的中央机关报驻地党员选举产生的与执行委员会一起对机关报事务和人事任免做出决定的出版委员会）在管理党报事务上便形成了一种类似三权分立的独特体制，正是这种相互制约的党内民主体制，既保证党的机关报刊能真正代表党员的意志，同时也给予党报工作人员较大的批评和活动自由。（陈力丹，2006：247-248）例如长期担任该党机关报主编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虽然不是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公认为党的主要领袖。他领导的党报编辑部实际上也履行着党的思想领导中心的职能。根据这种机关报的体制，党的机关报刊并不完全处于被领导和被管理的从属地位，而是拥有相对独立性和主动权的机构。党的机关报刊需要受到党的行政领导机构的监督，但是党的机关报刊也可以自由批评党的领导机构，两者形成一种互相监督、制约的关系。（陈力丹，2006：203/241-242）

倍倍尔的上述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设想，在最终通过的党纲中得到了全方位的贯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第18条将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命名为《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aat），该报作为党的资产在莱比锡出版发行。按照规定，党报的人员、薪酬和设施都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和安排，出现异议应由监察委员会加以干预，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则由党代表大会最终裁决。

党纲对党的报刊编辑部也提出了政治要求和业务要求：“报纸的立场必须严格符合党纲。党员们的符合党纲原则的投稿，只要报纸篇幅允许，都应无偿加以刊登。对不接纳的投稿或者有倾向性地改动投稿的投诉应首先提交执行委员会，其次再提交监察委员会并由其做出最终裁定。”（Bebel，2013：83）

该规定除了保障党的报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外，还涉及新闻报道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即不能基于政治考量篡改或者压制不同意见，也不能有意识地歪曲和掩盖事实。为了做到这一点，倍倍尔设计了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党代表大会的多重监督和解决问题的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民主制度。

这种党的制度设计反映出倍倍尔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性质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党的领导机构应对全体党员负责并且反映多数党员意志，党的权力不能由个人或少数领袖人物加以垄断。若要实现党内思想的有效表达和顺畅传播，还要有制度化的完善的民主程序来保障。倍倍尔草创政党之初，如此执着于制度设计，不仅是他周详冷静的工作态度的表现，也说明他在党建方面具有忧患意识。为了确保党的领导机构的决策建立在多数党员意志的基础之上，就需要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而党的制度建设集中体现在对党的纲领的讨论和理性设计上。换言之，健全制度基础上的政党才有生命力和前途；反之，以领袖独裁方式形成的工人政党在一时狂热之下会取得一些表面的成就，但不可能持久。夯实党内的民主制度，才能为立意高远的政治追求提供体制性支持。就此恩格斯提醒倍倍尔：“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恩格斯，1873：594）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后，它对其他工人团体的整合以尊重其成员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由工人团体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是否加入本党，因而这个党能够吸纳较多的工人组织，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上实现党的统一。（Bebel，1970：55）


四、倍倍尔的党内民主和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影响


倍倍尔的上述党内民主和新闻传播观念此后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拥有健全民主制度的社会民主工党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其党员队伍迅速壮大，为其日后成长为代表劳工基层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奠定了基石。越来越多的工运人士意识到党的独裁体制的弊端，施韦泽很快便失去了群众支持，1871年他不得不辞去联合会主席职务，次年更被开除出联合会。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SAP）。该党于1890年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ozl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并作为拥有德国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主要政党存续至今。该党长期而稳定的发展，与其主要创始人倍倍尔在建党之初打下的坚实制度基础是分不开的。（Leh-nen，1983：58-59）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倍倍尔所倡导党内民主和客观真实的新闻传播观推动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从最初只拥有一份党的机关报开始，该党的报刊发行事业不久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876年该党创办了12种政治机关报，1878年该党的机关报数量达到47种，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期刊100多种。（陈力丹，2006：244） 1893年，社会民主党拥有74家报纸，其中包括33家日报。1869年社会民主工党党章中的党报管理原则在1875年两派合并之后被收入新的党章，在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中都继续确认了相关原则。（陈力丹，2006：247 249）正是因为拥有正确的新闻传播理念，该党的机关报刊才能得到党员和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从而迅速发展壮大。（陈力丹，2006：235）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时期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该党的民主组织体制和新闻传播观念作为成功经验为其他各国工人政党所效仿，包括列宁参与的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陈力丹，2006：232）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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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拉萨尔派在政治活动中常常表现出不加控制的过度狂热和非理性，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立场和确立优势，往往不惜践踏规则和肆意妄为。例如倍倍尔在开姆尼茨举行的一次工人集会上发现，拉萨尔派成员为了取得表决中的多数，居然同时高举双手以混淆视听。于是他就机智地建议与会者都举双手计票，最终表决结果还是证明了拉萨尔派的失败（Bebel，2011：63）。


 [2]
 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级领导人白拉克、盖布、约克、弗里茨基等人都曾由于对施韦泽的独裁提出意见，而被其在报纸上诬陷为叛徒（陈力丹，2006：239）。


党报编辑部如何捍卫党的原则——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考证研究


李志敏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共运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伴随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以及党内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如何处理党报与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大大促进了工人运动在各国的发展，与此同时，欧洲各大国的民族统一均告完成，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在1871年9月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和次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了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有自己的目标和政策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从而保证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报刊活动主要是围绕建党工作进行的。具体到德国，虽然当时它的建党工作和各项斗争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但直至70年代，德国的工人队伍中还是以手工业工人为主，手工业者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据普鲁士王国官方统计，60年代农业劳动者350万，大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75万，手工业者100万，在德意志联邦的比例也是大致如此。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的任务之一，是要抵制和肃清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进入7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写信给德国工人运动两大派别之一爱森纳赫派（另一派是拉萨尔派，实行与俾斯麦合作的右倾路线）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提醒要警惕机会主义的影响。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即是其中的一封，信中指出当时倾向于拉萨尔派的党的领导机构的委员有可能以党的领导的名义，通过对具体编辑的指示，来实施党报方针的改变，从而造成使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演变成拉萨尔派报纸的危险。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史上，由于最初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报编辑部是一体的，因而不存在两者的关系问题。当党发展起来以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报编辑部形成两套人员，于是就产生了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章程，党的领导机关只有监督党报编辑部原则立场的职责，两者的关系不完全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以捍卫党的原则为目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成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一、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的写作缘起


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主要存在两大政治派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者由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创立，被称为拉萨尔派；后者在爱森纳赫市宣布成立，因而叫爱森纳赫派，因为该派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建立的，所以又称马克思派。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成立的首个跨地区性质的德国工人政党，拉萨尔担任主席。拉萨尔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国家组织合作社来实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进步党；把农民列入“反动的一帮”，否定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认为工人群众贫困的原因不在于雇佣劳动制，而在于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最低的生活限度上这一“铁的工资规律”；鼓吹与当权的封建势力联合。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组织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手段；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同时，拉萨尔在党内实行独裁性质的组织管理，搞领导人个人的崇拜，虽然1864年8月拉萨尔本人因为一个女人决斗身亡，但在他死后，他的继任拥护者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1833—1875）等仍继续坚持了他的主张和独裁统治的传统。

爱森纳赫派是在反对拉萨尔的斗争中形成的德国第二个工人政党。当时，对拉萨尔主义政治路线持有异议的工人运动家们纷纷成立不同的政治团体，警惕地与其保持距离，“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 Verband deutscher Ar-beelterverelne，VDAV）就是此类团体之一。1867年，身为莱比锡工人协会主席和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的倍倍尔被选为VDAV的主席，他在该联合会1868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推动制订了以马克思实际上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基本政治理念为蓝本的纲领，并且着手将该会改组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新政党，以此挽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德国工人运动，并实现德国工运力量的统一。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主持下，建党大会最终于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市召开，尽管当时施韦泽的110名追随者前来闹场搅局，大会不得不临时改变会址，“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宣告成立了。他们贯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对待德国统一、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等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如拉萨尔把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和工人的贫困化说成是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自然规律，认为工资问题的核心是人口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才是工人贫困的根源。然而，在手工业者、手工师傅、工匠仍占德国工人多数的当时，拉萨尔的观点在德国运动中很有影响，这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德国工人政党和党报工作带来了较多的困难。

1871年德国统一实现后，随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克服分歧、建立统一的工人组织，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但在对待拉萨尔主义的态度上，倍倍尔认为鉴于拉萨尔的著作由于语言通俗，已经成为群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批工人正日益向爱森纳赫派的阵营靠拢的情况下，行事不可过于粗暴。他认为对拉萨尔的错误观点必须斗争，但要慎重。“如果采取鲁莽的行动去伤害这种感情，那是不明智的……绝不可以设想，拉萨尔主义有朝一日会在德国占上风；既然如此，那就听凭事态从容地发展下去吧，如有机会打击地道的拉萨尔主义，我们会予以打击的。”
 
[1]

 从中可以看出，倍倍尔虽然认识到与拉萨尔主义错误观点相斗争的必要性，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识到原则性论战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1872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党务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党报《人民国家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等被反动当局以“图谋叛国”罪判处两年监禁。党的领导机构由泰奥多尔·约克（Theodor Yorck，1830—1875）主持，报纸由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1849—1927）主持。这两个人都倾向于拉萨尔派·约克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869年加入反施韦泽派，并参加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1—1874年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书记；布洛斯是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72—1874年成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但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国会党团的右翼。在党报编辑部内，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编辑阿道夫·赫普纳（Adolf Hepner，1846—1923）受到了约克和布洛斯二人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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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多尔·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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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赫普纳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意识到占据着党的领导地位的拉萨尔派（恩格斯称之为“约克委员会”）有可能利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监禁的机会篡改《人民国家报》编辑方针，于是在1873年6月20日致信在狱中的倍倍尔，提醒他党的领导错误有可能干涉党的机关报进而危害党。这封信的中译文收录于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590~594页。


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分析



（一）如何对待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机关报关系的矛盾


针对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机关报关系，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机构干涉党的机关报编辑方针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党的错误领导有可能利用它来危害党，因此应该竭力加以阻止。

这封信的一开始恩格斯便提出问题：约克试图以党的领导的名义，通过对具体编辑的指示，来实施党报方针的改变。他指出，约克代表委员会写给赫普纳的信，使他们（恩格斯和马克思）担心：“党的领导——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您
[a]

 被监禁的机会把《人民国家报》变成某种‘诚实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里所说的《新社会民主党人》即那时拉萨尔派的机关报。

恩格斯进而分析了以上担心会发生的三点可能性。首先，“约克的行动已明显地暴露出这种意图”；其次，约克委员会“攫取了任免编辑的权利”；再次，“赫普纳将被驱逐”。恩格斯写这封信之时，赫普纳因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美因兹代表大会而于1872年9月13日被捕，1873年3月12日被逐出莱比锡，此后又被逐出莱比锡附近的孔讷维茨。恩格斯指出，自从赫普纳被驱逐，不在党报出版地莱比锡时起，《人民国家报》便远不如以前了。而此时约克的委员会不仅没有给予赫普纳支持，反而要求《人民国家报》采取另外的编辑方针，刊登拉萨尔派党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式的社论，并且以采取强制措施相威胁。恩格斯谈到，由于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监督党报，赫普纳不能直接抵制党的委员会的指示，但要尽一切可能阻止党的错误领导干涉党的机关报的做法。

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其组织章程规定：党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的成员及其薪金、印刷工人的薪金、报纸的价格均由执行委员会确定。在这方面如产生意见分歧，由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最后由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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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章程，党的领导机关拥有任免编辑的相对权力。因此，在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向倍倍尔指出：“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权力对您虽然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赫普纳在党内的威望远不及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他不可能像这两位党的领袖那样可以不予理会，约克的委员会在要求《人民国家报》采取另外的编辑方针的同时，委任威廉·布洛斯负责《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工作，明示赫普纳退出。对此，恩格斯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并且竭力加以阻止。赫普纳可能在个别地方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应当坚决承认他是对的。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退出编辑部，并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末，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

在这里，恩格斯发现了党报与领导机关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他要求编辑部与错误的领导进行斗争。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史上，恩格斯最早论及党报与领导机关关系。

后来，他多次指导党报编辑部在遵循“党的精神”的前提下处理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伴随德国、法国党内发生的多起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报刊之间的矛盾冲突事件，恩格斯提出了一些处理两者关系的原则。如1879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会党团（党的代表机构）成员麦克斯·凯泽尔在国会发言赞成保护关税，这是违反党的一贯策略的。党员卡尔·希尔施办的刊物《灯笼》批评了他，但遭到党的领导人的指责，认为他批评党团违反了党的纪律。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党的主要领导人，指出：“既然那些首先应该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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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生这种情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尽可能在党的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解决问题，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和报刊编辑部都以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作为衡量行动的标准，避免公开分裂。

就党的领导机构而言，马克思曾多次谈到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是一种没有警察和军队、没有预算做后盾的道义上的领导。1891年，恩格斯就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对倍倍尔说：“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着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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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问题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统一后的容克-资产阶级国家对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实行不分派别的镇压政策，客观上为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18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工人阶级生活恶化，阶级矛盾尖锐，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两派成员对于合并都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1872年夏，当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被捕入狱时，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开始发出了支持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联合的呼声，工人群众召开大会，做出了谴责拉萨尔派领袖拒绝联合、继续分裂的决议，这些呼声也得到了拉萨尔派工人的强烈响应。现实发展的需要把实现两党合并实现提上了日程，但是，是否可以因合并的需要同拉萨尔派妥协，仓促实现合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尤为担心和关注的问题。所以，在这封信中恩格斯特别告诫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倍倍尔：要警惕高喊团结、实际分裂党的人；不要贪图一时的成功而拿原则做交易，一定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为基础。不过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在合并策略上做出了让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合并策略没有实现。


1.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在于影响还没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


恩格斯在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方面，提醒倍倍尔不要因为过于重视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竞争而忽略了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倍倍尔等身处运动的第一线，固然能够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但是，这样的情况却容易使得他们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到对手。而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少数。恩格斯指出：“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

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在这里，恩格斯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的工人群众比拉萨尔派成员好得多。在这之后恩格斯也多次谈到了这一点，如在1882年“非常法”实施期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失去了在国内的合法地位，恩格斯指出，必须同机会主义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如何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恩格斯对党的秘密发行的机关报主编爱德华·伯恩斯坦说：“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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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与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一直受到拉萨尔派的严重影响有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拉萨尔派一直顽固地活动着，拉萨尔主义也一直产生着严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因为这样的一大批首领，总会为过去的观点所束缚，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宣扬拉萨尔主义，恩格斯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将是一个不幸。


2.要警惕党内高喊团结、实际分裂党的人


文章中，恩格斯提醒倍倍尔：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要注意叫喊团结而实际煽动分裂的人。

恩格斯以当时国际工人协会瑞士汝拉委员会的巴枯宁派为例指出，那些分裂的发动者，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й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是俄国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868年7月，巴枯宁被接受进入日内瓦中央支部。巴枯宁等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立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该团体用宗派主义的纲领及思想去影响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意向，并企图通过一些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国际工人组织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在1872年9月召开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写这封信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他参加了大会为谴责巴枯宁而成立的委员会。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他提醒倍倍尔等人要注意避免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前车之鉴。


3.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牺牲掉原则


恩格斯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及以上提到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为例，提醒倍倍尔等：党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牺牲一时的成功，经得起分裂的党将证明自己是胜利的党。

恩格斯指出，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却是存在气泡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体现者。它需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敞开门户。但国际纲领本身的广泛却使得各种宗派主义者等进入协会，并且在协会内部建立起秘密组织，而不是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及现存政府。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巴枯宁派即是如此。恩格斯说，“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

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了。如果不这样做会怎样呢？恩格斯笔锋一转，指出：如果当时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更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愚蠢而无耻的事情；而由于原则被牺牲掉，其他国家的工人则就会弃国际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疑就会因“团结”而灭亡了。由此，恩格斯告诫倍倍尔，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牺牲掉原则，他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而“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最后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订户之所以比《人民国家报》多，主要是宗教派的狂信心理造成的，但这是不会持久的。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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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要做贯彻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典范——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的考证


王　晶



恩格斯在1884年2到3月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全面论证了《新莱茵报》
 
[1]

 的创办环境、政治方针、报道策略、编辑部工作秩序，以及马克思在其中所起的灵魂作用。这篇文章的中译全文近7 000字，共由32个段落构成，分别讲述了德国共产党（当时的名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性纲领与当前任务，《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与创办环境，在贯彻党纲过程中对错误思想的批判，《新莱茵报》的斗争策略与被迫停刊前的最后努力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image: picture]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编辑部（萨皮罗画）

文中提到的《新莱茵报》（全称是《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der Demokratie），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办的政治性日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城市科隆出版。因为创办时环境复杂，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理论会吓跑很多人，报纸不得不打出了民主派机关报的旗帜。但在工作中，它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支持欧洲工人运动，发表了许多揭露性与批判性的政治报道与评论，实质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斗争的思想阵地。

恩格斯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外，主要是借此机会通过讲述《新莱茵报》的斗争历史，鼓励处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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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新莱茵报》勇于斗争、绝不放弃的精神。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两个观点：第一，作为党报，要勇于贯彻党的纲领和策略；第二，党报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要学会充分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文字斗争。


一、《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表于1884年3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出版），收入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19页和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卷第180~189页（后文凡引此篇，不再标注）。

恩格斯写作此文时，正值德国俾斯麦政府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3]

 （简称《非常法》）的第六个年头。在该法颁布前夕，发生了两起刺杀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Ⅰ）的案件（第一起刺杀行动失败，第二起导致德皇受伤），两位凶手的身份分别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自由分子。但是，俾斯麦政府为了镇压当时德国国内最强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将这两起凶杀案的罪名栽赃给该党，并制定了旨在打压的法律条文。《非常法》第一条规定：“一切团体，凡怀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致力于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者，均应禁止之。”第十一条规定：“一切出版物，凡是其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表现为危害社会安宁尤其是危害阶级和谐者，均应禁止之。如某种期刊根据本法令被禁止，则此项禁令即扩延至该期刊所有已出版的各期。”（Vernon，1966：339-346）这两项内容均以非常法的形式剥夺了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运动和自由出版的权利。

随着《非常法》的实施，工人的报纸当时有50多家被查封（包括非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的报纸），它们的团体和俱乐部被解散，柏林市戒严，嫌疑人遭到任意逮捕或驱逐。仅1878年10月到1879年10月，普鲁士因为政治诽谤罪、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罪而被捕入狱的就有10 094人。（恩格斯，1881：309-310）这些搜捕行动引起恐慌，许多报刊卖身投靠俾斯麦政府，主动为其竞选鼓动服务。

在这种情势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度陷入混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慌乱中宣布自行解散，党的成员之间出现了支持合法斗争和反对合法斗争的分歧，社会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柏格表示愿意资助该党在境外创办新的机关报，但要求实行他提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针对这些相继出现的党内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了一系列文章，阐释政治形势，预测党组织的发展趋向，批评某些党员的错误思想，提供有关斗争方式的指导和帮助。

为了鼓励那些生活在搜捕阴影下惊慌失措的党的成员，恩格斯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一文中乐观地分析了《非常法》实施之后可能产生的有利结果。他认为，俾斯麦的军国主义暴行使德国重新恢复了旧普鲁士的封建和警察传统，这必然打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宪法自由的幻想，并迫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恩格斯，1879：170-171）这篇分析性文章增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信心。

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简称《通告信》。此信寄给了奥·倍倍尔，由于作者指定该信要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看，因而具有党的文件性质）中，阐明了党的机关报应有的基本立场。该文件谈到，在苏黎世筹办社会主义工人党新机关报（原有的机关报《前进报》被查封）的三位编辑委员在制定报纸方针时，要求遵循温和而不暴力的原则，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风度，这样才能重新吸引被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马恩严厉批判了这种背离党的纲领、放弃政治反对立场与阶级斗争的改良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党报要坚持党纲和无产阶级立场，不能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办报，否则就把党报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马克思，恩格斯，1879：182-190）

四年后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继续贯彻他和马克思共同写作的《通告信》精神，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以《新莱茵报》为例，阐述在贯彻党的纲领的同时，如何讲究斗争策略，坚持最高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的原则，从而要求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继承党的传统，鼓励党的成员面对镇压，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立场，通过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完成党报贯彻党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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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以回顾《新莱茵报》的创办与发展历程作为主线，向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了下文论述的两方面内容，这些内容是恩格斯在文章里提到的，论证逻辑也源于他的阐述。


（一）作为党报，要勇于贯彻党的纲领和策略


在文章的开篇，恩格斯引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的部分原文，谈到了德国共产党纲领的策略部分：“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这里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共产党需要联合资产阶级发动共同革命；第二，要教育工人时刻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性。

这个策略性纲领的制定与德国落后的经济和阶级状况有关。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没有力量和迫切需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出于对无产阶级胜利后果的惧怕，一味主张依附君主制度和贵族；而无产阶级既不清楚自身的历史使命，也没有能力独立组织运动，在联合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经常偏离党的路线，成为其政治附庸。因此，党纲一再强调，要时刻教育工人意识到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性，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继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作为以上党纲的贯彻与体现，《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是彻底的民主革命性质，即为完成德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同时对欧洲封建势力的最后支柱——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而奋斗。在国内问题上，该报坚持促进德国统一，因为在国家分裂的情形下无法消除地方关税壁垒，这样就阻碍大工业发展，无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对外政策中，该报坚持对俄战争，是由于当时俄国还是实行奴隶制的落后国家，有西侵欧洲的野心，并已经侵占了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波兰，以及正在发生民族起义的匈牙利，还与德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为了防止俄国继续西进，在德国顺利进行革命，需要首先反对这个比德国更反动的国家——沙皇俄国。

在《新莱茵报》筹备之初，便体现了纲领的这一彻底的民主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计划创办一份无产阶级报纸，但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当地（莱茵省科隆市）民众的影响较深，并得到手工业工人的支持；工人虽然人数众多，革命意识和组织性却不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人数很少（在国内大约有30个支部或小组，100多人），一些地方没有合法集会与结社的权利，还处于秘密存在状态。为了避免报纸成为“沙漠中的布道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决定举出民主派的政治旗帜，以便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广泛的群众力量。但在出版过程中，该报又始终坚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的性质”。

在具体行动上，《新莱茵报》致力于批判那些叛变革命和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动员、组织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革命果实。作为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连锁反应，柏林的三月革命促使并未准备充分的德国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打倒君主专制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就开始惧怕工人运动的成果，转而与国内外封建势力（包括俄国封建势力）勾结，共同镇压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工人本应争得的组成独立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即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由于资产阶级的恐惧，竟被拒绝享有。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的叛变，阻止封建王权复辟，《新莱茵报》发表了《康普豪森内阁》《反动派》《王朝之盾》及《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等文章，指证执政的康普豪森内阁背弃革命、支持妥协派和封建权势的态度，批判其将反革命思想美化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并支持了人民武装夺取军械库、全面瓦解内阁的行动。

在贯彻党纲过程中，对于党内外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做法，《新莱茵报》主要采用嘲讽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批判。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其冗长的演说和怯懦的决议毫无用处，并批评这个议会连辩论俱乐部都算不上，因为这里大多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几乎不进行任何辩论，只会通过一些鼓舞德国庸人却无人理睬的决议。这篇文章的代价是使报纸失去了一半股东，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新莱茵报》继续进行批判。

对于柏林议会中的左派偶像，如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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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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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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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些偶像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制造出来的），《新莱茵报》也像对待法兰克福议会议员的态度一样尖锐，不仅批判了他们在革命中的犹豫、畏缩和瞻前顾后，还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些批判切中要害，引起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恐慌。

随着三月革命的结束，部分小资产阶级以为全部革命任务都已完成，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新莱茵报》针对他们的错觉批评道：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有很漫长的发展与对立过程；一切想要抹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思想与做法都是应该予以强烈和坚决反对的。

可见，在揭露性与批判性方面，《新莱茵报》具有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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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战斗风格。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之一，马拉赞成人民起义和持续革命的斗争方式。他在文字表达上的风格主要表现于《人民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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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之友》致力于宣传革命主张、维护人民利益、揭发叛徒行径，因笔锋犀利、激烈抨击时政而闻名于巴黎。恩格斯认为，《新莱茵报》不只坚持了真正的（不是近百年中被革命叛徒拉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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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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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歪曲的报纸形象）《人民之友》的党纲原则，还要像马拉强调的一样，坚持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


（二）党报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要学会充分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文字斗争


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恩格斯还通过具体事例论述了《新莱茵报》对巴黎工人起义和德国革命的支持，并强调了在斗争中采取合法手段的必要性。

这里所说的合法手段，主要是指莱茵省实施的拿破仑法典为《新莱茵报》提供了合法斗争的环境，“科伦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领会了现代法的观念”。此处的“拿破仑法典”，不仅包括拿破仑统治下的1804年通过的民法典，还指当时的整个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即 1804—1810年通过的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刑法等法典，这些法典被沿用到拿破仑法国曾经占领的包括莱茵省在内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1815年莱茵省合并入普鲁士以后，该法典仍然有效。由于法典条文中没有涉及报刊案件，不会因政治问题受到审判，因此与德国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相比，莱茵省具有完全自由的出版环境。

例如，1849年3到4月，《新莱茵报》连载了威廉·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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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共8篇论文），向当地农民揭露了地主如何在政府帮助下骗取他们的钱财和土地，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订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恩格斯，1876：78）。这里道出了法律环境对于文字斗争的重要性。

因此，作为法国革命的法治成果，《新莱茵报》的报道工作建立在莱茵省法治基础之上，当局无法直接干涉。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新莱茵报》一开始便站在起义者的立场发表支持性报道与评论，声援起义者，号召法国工人进行革命；起义失败后，当欧洲资产阶级报刊对起义者加以指责与诽谤时，马克思又专门写了一篇《六月革命》，向人们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并向战败者表示致敬。这是德国甚至是全欧洲唯一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报纸，它在关键时刻表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不过，这使报纸的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

除了明确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新莱茵报》利用合法手段展开了其他形式的文字斗争，并颇见成效。“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恩格斯，1890：89）

首先，谨慎行文，不脱离法律保障的范围，是进行文字斗争的方式之一。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发表一篇题为《逮捕》的通讯，报道了普鲁士宪兵们在逮捕科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时的违法行为，同时还批评了柏林总检察长茨魏费尔对革命的反动政策。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尔夫被控侮辱总检察长和诽谤宪兵。恩格斯利用该省法律条文反驳说：“这些所谓的被诽谤者甚至没有被指出名字，没有被确切指明是谁，检察机关怎么能说这是诽谤呢？……法律明确地要求确切指明被诽谤者是谁；但是，在被指控的文章的那一段话中，任何一个宪兵都不可能看出对自己的侮辱”（恩格斯，1849：283）。马克思也运用相关法律知识进行了辩护，最后三人均被宣判无罪。在这个案件中，马恩能依靠法律驳回指控，就与严谨的报道内容有关。因为这篇通讯对检察长的揭露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即使说报纸诽谤了他，法律上也讲不通，“《新莱茵报》写的是：‘据说，似乎茨魏费尔先生的声明说……’。为了诽谤某人，我自己绝不会把自己的论断置于怀疑之下，绝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用‘据说’这样的词；我一定会说得很肯定”（恩格斯，1849：273）。马克思据此推翻了第一项指控。反之，如果报道内容略有疏漏，胜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其次，以合法的形式刊登敏感内容，也是进行文字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新莱茵报》为了体现编辑部的客观立场，将社会重大事件和政府重要文件发表在报纸末尾的“横线”以下（出版人和总编辑只对横线以上内容负责，横线以下不负内容上的责任）。这个做法在形式上表示报纸编辑部对这些来信不负责任，而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当局对报纸的迫害。

在通常情形下，《新莱茵报》强调谨慎合法的斗争形式。但是，在1849年春季，普鲁士的政治环境变得紧张，除了政府军队镇压之外，威斯特伐里亚、莱茵等省份一些起义队伍（由部分后备军、市民、大资产阶级等组成）正面临着自身解体的危险：小资产阶级夺取了领导权一味向政府妥协，许多市民和后备军出于自身利益而动摇和退缩，无产阶级还未有革命意识。为了鼓舞人民、捍卫革命，《新莱茵报》的语调开始变得激烈，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特别是4、5两月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新莱茵报》的战斗激情未能改变革命局势。1849年5月18日，普鲁士的德勒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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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北裴特（位于莱茵省）等城市起义失败，威斯特伐里亚、莱茵两个省遍布军队，革命胜利已无可挽回。在政府的威胁下，《新莱茵报》编辑部被迫解散，马克思作为非普鲁士国民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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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和其他编辑成员遭到政府通缉。第二天，《新莱茵报》在最后一期放弃一切政治谨慎，采用更激烈的语调，完全地、公开地代表德国无产阶级说出自己的目的，并以红色的大字标题悲壮落幕：“《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三、对《新莱茵报》的现代反思


《新莱茵报》的停刊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损失。从政治意义上说，它失去了组织和领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阵地；从学术价值上说，它使一些著作至今不完整，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曾因报纸查封而停止连载，它的续稿始终未能发现。

但是，通过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来反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与<新莱茵报>》一文，就会发现这篇文章的内容存在一定时代缺陷，也存在一些容易引起读者误解的地方，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首先，关于《新莱茵报》的斗争策略问题。该报是马克思恩格斯宣传党纲和策略、号召和组织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因为缺乏经验，在手法和策略上还不成熟，甚至有点极端。尽管该报考虑到当时特殊的革命环境，主张将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结合起来，但它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突出了前者，忽略了后者。它过于强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强调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性与不同点，忽略了民主派的团结，在报刊上对所有的资产阶级进行否定与批判，结果在头刊就丧失了一半的资产阶级股东，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为“沙漠中的布道者”。所以，1849年年初，该报就已经显现了失败的迹象。然而该报又孤注一掷，不仅配备了军事武装，还在3月到5月间采用了更激烈的斗争语调，最后不得不用红色大字标题宣布停刊。这次的失败，成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汲取经验的教训之一。

其次，恩格斯在文中的部分内容表述采用了一些文学化的颇具煽动性的方式，如“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在这里，并不是说编辑部成员真的奏着军乐离开，而是一种比喻，是为了向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表明一种乐观坚定的信心与力量。

最后，《新莱茵报》的报道风格、出版策略与斗争方式，是欧洲革命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具有其特殊性；而今，现代社会结构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的经验并不适于完全照搬。虽然在该报停刊156年之后的2005年8月，一批德国记者和网络专业人士创建了《新莱茵报》网络版
 
[14]

 ，并声称在独立性、负责性和批评性报道方面继承自当年的《新莱茵报》，但是该报的出版环境与抗争对象已不复当年，政治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并不能真正看作《新莱茵报》的延续。


四、必要的原文与译文考证


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译文方面，有值得考证与商榷之处：恩格斯在《马克思与<新莱茵报>》中提到“绝对的出版自由”一词，其中“绝对的”对应的德语原词是“unbedingte”，其德文原意为“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该词应该是恩格斯所描述的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是一种新闻自由的程度，翻译为“完全的出版自由”更为准确，且不容易产生误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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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新莱茵报》的全称是《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der 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城市科伦出版，是一家高举民主派旗帜却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大型政治性日报，共出了301期。


 [2]
 当时该党叫“社会主义工人党”，1875年由德国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而成。社会民主党是1890年以后修改的名称。


 [3]
 该法律条款诞生于1878年10月21日，被正式废止于1890年9月30日。该法颁布时曾发生了两起刺杀德皇的事件，俾斯麦政府将此咎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并采取了镇压政策。


 [4]
 舒尔采·德里奇（Schulze Delitzsch，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进步党领袖之一，属于中间派左翼，曾打算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革命。


 [5]
 埃尔斯纳（Karl Friedrich Moritz Elsner，1809—1894），西里西亚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6]
 施泰因（Julius Stein，1813—1889），西里西亚政论家和教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员，属于左派。


 [7]
 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18世纪末法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领袖之一，也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8]
 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在巴黎出版，创办者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的让-保尔·马拉。


 [9]
 拉斐德（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1857—1834），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791年在担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曾指挥士兵向共和派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


 [10]
 巴伊（Jean-Sylvain，Bailly，1737—1793），法国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曾担任巴黎市长，1891年下令对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3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11]
 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2]
 位于德国东南方易北河河谷地区，1849年5月3日-8日，由于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该地发生了武装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赛·契尔奈尔、米·巴枯宁等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


 [13]
 1849年5月16日，总编辑马克思接到的政府驱逐命令：“查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待遇法（！），因它已遭彼粗暴之破坏，鉴于彼未被允准继续留居普鲁士国土，应令其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若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00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4]
 2005年8月的《新莱茵报》网络版，参见http：//www·nrhz·de/flyer/。


马克思主义新闻政策与党内意见交流的重要文献——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考证研究


卢家银



1890年，是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极为激动和振奋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大选中赢得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在选举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而且战胜了存在了12年之久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e），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作为非法时期非法斗争手段的《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完成使命即将自动停刊。在这种背景之下，恩格斯撰写了《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一文，阐述了他对于新闻出版自由、党内言论自由、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观点。恩格斯总结了新闻出版工作中所能享有的两个最有利条件，即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和编者与读者之间难得的默契。他告诉读者，当时应该把合法斗争提到首位，但他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承诺放弃非法斗争的手段，从而为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本文即对恩格斯写作该信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和中文译文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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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报头


一、历史背景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简称《告别信》）一文写作于1890年9月12日至18日之间。当时可以称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简称《非常法》）正式被废除的“前夜”。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年初的二月选举中获得很大胜利，《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形式上虽然还有效，但选举结果已宣告该法的破产。德国首相奥托·俾斯麦（Otto Bismarck）三月宣布辞职，俾斯麦时代结束。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刊登在9月27日最后一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三天之后，即1890年9月30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到期而被正式废止。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诞生于1878年10月21日。当年5月和6月，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斯·霍德尔（Max Hdel）和民族自由党份子卡尔·诺比林（Karl Nobiling）先后刺杀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Ⅰ），前者未遂，后者致使威廉受伤。此举引发社会愤慨。
 
[1]

 俾斯麦以此诿过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大肆宣传“赤色危险”。随后，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通过了这项旨在镇压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法律。该法第一条规定：“一切团体，凡怀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致力于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者，均应禁止之”；第十一条规定：“一切出版物，凡是其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表现为危害社会安宁尤其是危害阶级和谐者，均应禁止之。如某种期刊根据本法令被禁止，则此项禁令即扩延至该期刊所有已出版的各期。”（Lidtke，1966：339-346）这样，《非常法》的生效，不仅将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运动置于非法状态，而且以非常法的形式剥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据不完全统计，在《非常法》时期，有1 300种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印刷物和332个各种工人组织被禁。（梅林，1966：317-318）

然而，俾斯麦政府的这种残酷镇压行为既没有封住工人大众的嘴，也未能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消灭。令当局难以置信的是，这种镇压反而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在之后的12年之中，民众对社会民主党人从同情发展到支持，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得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实力倍增。《非常法》颁布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得了437 158张选票，有42种政治报纸，工会组织有5万会员和14种机关报；而当《非常法》废止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得了1 427 298张选票，有60种政治报纸，工会组织有20万会员和41种机关报（梅林，1966：318）。对此，恩格斯在1879年3月21日所写的《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文就有预见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恩格斯，1879：l70）

1878年，在《非常法》颁布之时，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决定党自行解散，广大党员在恐怖镇压下茫然失措。在工人大众的混乱中，既有人反对合法斗争、主张立即暴动，也有人将《非常法》的出现归咎于党的“过火行为”、主张党应走完全合法的道路。在那种异常艰难的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马恩严厉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观点，主张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1880年8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德国党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修改党纲，宣称要用“一切手段”继续斗争。（梅林，1966：179）

12年之后，当1890年《非常法》废止之时，党的斗争策略又面临何去何从的局面，党内出现了要不要将合法斗争写入党的纲领、要不要放弃非法斗争的争论。1890年，德国党内出现了以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为核心的反对派，即“青年派”。这些人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党参加国会选举，与党内的老党员发生了策略问题的纷争，甚至宣称恩格斯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攻击。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已经在二月选举后迁至柏林，准备把《柏林人民报》改为中央机关报。在伦敦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届时将会宣布停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除了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批评了“青年派”、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外，他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之时写作了这封告别信，既对新闻政策和党内意见交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又为工人大众明确了合法时期的斗争策略。他明确告诉读者，党在目前应把合法斗争方式提到首位，但决不承诺放弃非法斗争手段，他强调：“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Engels，1890）。


二、恩格斯的主要观点评析


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一文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肯定了报纸对党内外言论自由的捍卫。在回顾该报近12年战斗历程的过程中，他总结了新闻出版工作中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提出了党报绝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和不承诺放弃非法斗争手段等观点，至今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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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19世纪90年代）


（一）新闻出版工作中的两个最有利条件



1.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


“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恩格斯对于社会之中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著名观点。1890年，恩格斯将其称为新闻出版工作中的最有利的第一个条件。在《告别信》中，恩格斯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停刊对于报纸的撰稿人特别是他来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他指出：“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恩格斯，1890a：89）恩格斯这里的“绝对的出版自由”
 
[2]

 （unbedingte Preßfreiheit），主要是指法治社会中报刊所享有的一种完全的和充分的自由状态。这是恩格斯基于法律的视角对当时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所享有过的新闻自由的概括。

对于这种自由，恩格斯通过两次报刊实践和相关论述进行了阐释。第一次，即1848年至1849年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撰稿时期。1848年，受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普鲁士首都柏林发生了三月革命。起义者获得了胜利，国王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Ⅳ）同意召开议会和改组政府，宣布了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受德意志各邦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的鼓舞，恩格斯与马克思等人于4月5日或6日从巴黎返回处于革命高潮的德国。他们在莱茵省首府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迅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运动。他们之所以选在科伦出版《新莱茵报》，除了科伦“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科伦经历了法国革命，享有比其他德国城市更多的新闻出版自由。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中解释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河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这个法典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恩格斯，1884：20）对于该报享有过的这种自由环境，恩格斯还在回顾这段办报经历时指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略费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了一年徒刑，而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恩格斯，1884：20）当然，这种自由后来随着莱茵省接受执行普鲁士的法令和革命的失败而很快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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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即1879年到1890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时期。虽然恩格斯提出的“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在1848年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仅是昙花一现，属于专制统治下的“临时自由”或“例外权利”，但是这种自由在民主制度相对彻底的国家（如瑞士和英国）则属常规。恩格斯即是利用这种常规化的自由，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后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 （1879—1890）。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该报就是专制的俾斯麦政府眼中的非法报刊。在《告别信》中恩格斯对此做了说明，他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只需遵守出版地的法律，享受的是充分的新闻自由，在国内则是非法的体现，称“《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既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也不存在帝国刑法典和普鲁士邦法”（恩格斯，1890a：89）。由此来看，在这两次撰稿中，恩格斯所享有和争取的新闻出版自由，对于法治社会、民主国家而言就是绝对的，对于人治社会、专制政府（当时的德国有专门针对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工人大众不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而言就不是绝对的。对此，学者陈力丹在研究该问题时指出，排除人治和实行排除人治的民主法律是实现绝对的出版自由的两大条件。（1988：215）他认为，“绝对的出版自由是一个法律、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在出版方面实行法治而摒弃人治的彻底程度”，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绝不是一个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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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恩格斯的这种“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主张，在德国党步入合法时期后，还融入了该党最具影响力的《爱尔福特纲领》（1891）。该纲领提出“废除所有限制或者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和集会权利的法律”的要求。（张世鹏，2005：22）恩格斯对这一条高度认可，他只是在批判德国党执委会起草的纲领草案时指出，“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恩格斯，189l：271）。由此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于法治社会中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


2.编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与一致


在《告别信》中，恩格斯还指出，新闻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另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以此强调了报刊编者与读者之间建立心心相印关系的重要性。与阐释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样，恩格斯结合自己1848年至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和1879年至1890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活动，对新闻出版工作中所能有的这种最有利条件进行了阐述。

在《新莱茵报》时期，报纸与读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默契与一致。恩格斯在《告别信》中写道：“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当时正值德国革命运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公开出现的，主要为保护和扩展三月革命赢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恩格斯在该报第一期的社论中一语道出了民众的心声，认为当时的国民议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粉碎反动派的一切进攻，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以保护革命的成果——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并且，《新莱茵报》编辑部同科伦的民主派以及科伦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少编辑同时也是科伦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科伦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拥有数千名会员的科伦工人协会，是该报的组织基础。当时，每当编辑们受到警察机关的追究或被预审推事传讯时（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工人群众就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因为工人们要制止反动当局对《新莱茵报》编辑的刁难和迫害。（格姆科夫，赫尔墨特，2000：157-158）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报纸与读者又一次形成了一种心心相印的密切关系。出于对《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的反抗，恩格斯指出，“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1890a：89）。《社会民主党人报》依靠尤利乌斯·莫特勒（Julius Mottel-er）领导的秘密发行组织——“红色邮局”（Red Postal service），通过信件邮寄（直接或间接）、大包裹邮寄、行李托运等方式越过边境，将报纸偷运回国，分发给读者，从而搭建了一个报纸与读者之间秘密交流的平台。（Lidt-ke，1966：94-95）这样，尽管危险重重，《社会民主党人报》还是“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期票一样准”。对此，恩格斯在《告别信》中欣慰地写道：“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地一刻不停地进行，我这个年老的革命者的心里常常是多么高兴啊！”（恩格斯，1890a：89）此外，报纸与读者之间这种心心相印的默契还对社会主义者形成反抗信息封锁的传统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报纸与读者密切配合，一起打破了俾斯麦政府对工人阶级实施的反动的信息封锁，最终战胜了《非常法》。


（二）党报是党内意见交流的公共平台


这是恩格斯对于党内言论自由的主要观点。在1890年的《告别信》中，恩格斯写道：“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恩格斯，1890a：89 -90）恩格斯这里所举的“航运津贴事件”发生1884年年底至1885年年初，是德国党涉及党内言论自由争论的代表事件。当时，德国俾斯麦政府为推行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开辟远东和东非航线给予年度津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回避这种津贴的殖民性质，准备投赞成票。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连续刊发评论文章和党员来信对这一行为进行了批评。

面对国内外党员的强大压力，国会党团在提案表决时一致投了反对票。但是，国会党团的多数派却把不满发泄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及其编辑身上。当时的国会党团是德国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具有独立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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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党在合法时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成立了一个把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和格奥尔格·福尔马尔（Georg Vollmar）排斥在外的委员会（后三人称其为“报刊扼杀委员会”）来调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并在1885年3月20日通过一项党团“声明”，该“声明”“竟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党团进行的批评是‘不能容许的’，并说党的机关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党团采取反对态度，因为党的机关报的立场是由党团负责的”（伯恩施坦，1982：226）。党团多数派（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Reichstagsfraktion，1885）在该“声明”中强调：“不是由报纸来决定党团的政策，而应由党团来控制报纸的政策。”

国会党团多数派将这一声明寄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mstein），并指示在该报下期头条位置发表，却不允许伯恩施坦对该声明表示任何意见。党团的这种做法受到该报编辑部的坚决抵抗。伯恩施坦以编辑部的名义给国会党团写了一封信，表示拒绝公布党团的声明。该报编辑部得到了恩格斯、倍倍尔和广大党员的声援和支持。当时，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提出让广大党员运用“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对党团的压制行为进行批驳，以捍卫党内的言论自由。他指出：“我从编辑部的角度会给予党团自由，让它在国会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它的行动交给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恩格斯，1885：309）。因为在恩格斯看来，作为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应该是党内意见交流的公共平台，是全党的传声筒，而绝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党团也无权把自己的错误强加给全党。德国党的创始人之一、国会党团议员（当时是党团中的少数派）倍倍尔和恩格斯持同样的观点。他当面批评国会党团多数派压制党内言论自由的极度无情，指出，“国会党团的这种独裁举动的可怕后果将会导致废除党内的新闻自由，报纸将会变成国会党团的喉舌，而非全党的喉舌”（Lidtke，1966：206）。

此外，恩格斯对于党内言论自由的这种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在《告别信》发表之前，他就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中强调了“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的重要性。他针对当时党内新老党员间出现的争论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部分地说，这完全是不成熟的粗糙的材料。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像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在这时，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丝毫不用担心有分裂的可能，十二年压迫的存在消除了这种危险。”（恩格斯，1890b：435）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他仍然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在《致保尔·施土姆普弗》的信中说：“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恩格斯，1895a：348）


（三）社会主义者不承诺放弃非法斗争


这是恩格斯关于如何争取自由的重要观点。恩格斯从来不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对立起来，他认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遭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镇压时，他就主张运用包括非法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争取自由，并帮助和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后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1881年，恩格斯撰写了《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对俾斯麦政府进行批评。他在文中指出：“俾斯麦的高压手段对他
[a]

 丝毫没有用处，相反，却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剥夺了保卫自己权利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恩格斯，188l：526）

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经崩溃即将正式废止之时，恩格斯仍不承诺放弃非法斗争。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阐述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问题。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党内关于未来斗争策略和方式的争论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说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恩格斯，1890a：88，91）恩格斯认为，工人大众采取合法斗争必须以对方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他在《告别信》中解释道：“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恩格斯，1890a：91）当然，如果工人大众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活动自由”，那就需要采用非法手段等争取这些“活动自由”。恩格斯在《告别信》中强调：“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恩格斯，1890a：91）在恩格斯心目中，这些“活动自由”对于工人运动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1865年，他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曾指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恩格斯，1865：112，104）

在《告别信》中，恩格斯虽然强调了工人的合法斗争必须以工人享有“法定的活动自由”和对方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但是却认为在非常法废止后的德国，形势即使恶化，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暴动。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有20%的选票，在面对军队的情况下，“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恩格斯认为，与暴动相比，“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受住了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现”。（恩格斯，1890a：91-92）五年后，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取得了200万选民的巨大成就时，当恩格斯针对当局企图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这种变革时，他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向这些人发出警告，再次强调了不放弃非法斗争的观点。恩格斯说：“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恩格斯，1895b：611）


三、中文译文考证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的原文是德文。最早的英文版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 Marx-Aveling）翻译的，译文收入她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文，发表在1890年9月25日的《每日纪事报》（Daily Record）第8903号上。1890年10月，该文又被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正义报》（Giustizia）上。后来，该文还被译为俄文和中文等。截至目前，该《告别信》有中、英、意、俄等几个译本。中文译本有两个：第一个版本是1965年从俄文译成中文的，收入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中文二版尚未出版）；第二个版本是1995年从德文翻译成中文的（但其仍标注为“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收入新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告别信》的两个中文译本相比，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版的译本带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和阶级斗争色彩，新出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本则淡化了这种时代特色，重要概念和名词的翻译也更为准确和规范。以下即对该信中文译文中的个别词汇和语句的翻译作一探析。


（一）“完全的新闻出版自由”与“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


中文版89页第一段中“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德语原文的表述为“Zweimal inmeinem Leben hatte ich die Ehre und die Freude，an einem Blatt mitzuarbeiten，wo ich die beiden günstigsten Bedingungen vollauf genoß，unter welchenmanüberhaupt in der Presse wirken kann：erstens unbed-ingte Preßfreiheit”（Engels，1890b：76），英文版为“Twice in my life Ihave had the honour and the pleasure of working for a periodical where I enjoyed to full measure the two most favourable conditions in which One can be effective in the press：firstly，unconditional press freedom”（Engels，1890a：76）。其中，德语原文中的“unbedingte Preßfreiheit”在中文版中被译为“绝对的出版自由”（“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的最新译法）。经查证，“unbedingte”的德文释意为“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等，英文版中的“unconditional”，其释意也为“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等。在《告别信》中，与之相近的表达还有“充分的出版自由”（中文版第89~90 页）。中文原句为“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德语原文为“Und zwar nicht bloß，weil es，allein von allen，volle Preßfreiheit genoß”，英文版为“And this was not simply because it，alone amongst them，en-joyed full freedom of tee press”。“充分的出版自由”的德文表述为“volle Preßfreiheit”，英文版为“full freedom of the press”。其中，德文“volle”的释意为“完全的、满的、充满的”等，英文“full”的释意为“满的、充满的、完整的”等。这样，如果结合上下文来看，“volle Preßfreiheit”和“un-bedingte Preßfreiheit”应该是恩格斯所描述的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是一种新闻自由的程度。这种自由状态翻译为“完全的新闻出版自由”或“完全的新闻自由”（或者是“充分的新闻自由”），要比翻译为“绝对的出版自由”“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更为准确，且不容易产生误解（可对照注释[4]）。


（二）“对方”与“敌人”


中文版91页第一段中“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德文版为“Das hat aber zur Voraussetzung，daßdie Gegenpartei ebenfalls gesetzlich verfährt”（Engels，l9：78），英文版为“However，the prerequi-site for this is that the other side also acts legally”（Engels，1890a：78）。其中，德语原文中的“die Gegenpartei”在中文版中被译为“敌人”。而实际上，该词在德语中的释义为“对方、对手、其他政党”。其英文版为“the other side”，其释义为“其他面、其他部分、其他方”等。在德语原文和英语译文中均没有“敌人”的意思。在《告别信》中，恩格斯的“die Gegen-partei”指的也是除德国社会民主党外的其他政党、政治派别和政治对手。由此来看，将其译为“敌人”确实带有时代色彩，以后应该将其改译为“对方”或“其他政治党派”会更为合适。

中文《告别信》中还有两处译文是“敌人”，在翻译上也应该予以完善。第一处是中文版89页第二段的“打击敌人”，第二处是中文版9l页第2段的“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对于前者，恩格斯在德语原文中只是说“文章像手榴弹”，并没有提及“敌人”；其对应的英语译文是“hit the target”（打击目标），也没有“敌人”的字眼。对于后者，德文原文为“daßdie vereinigten Gegner”，英文译文为“the opponents together”，释意均为“联合在一起的对方或反对者”。从忠实于原文原意的角度，第一处应该译为“目标”，第二处应该译为“对手”或“反对者”。


（三）“版面”与“篇幅”


中文版88页第二段中“它的篇幅、而且只有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德文版为“daßin seinen spalt-en，und nur dort，die zwölf entscheidendsten Jahre im Leben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sich widerspiegeln”，英文版为“in its cohumns，and in its col-umns only，the twelve most decisive years in the life of the German workersƴparty are reflected”。其中的“spalten”究竟是“版面”还是“篇幅”？经查证，德语原文中的“spalten”，意思是“分裂、分栏、专栏”等。英语译文中的“columns”的意思是“高柱、列、栏、专栏”等。不管是原文还是英语译文均没有“篇幅”的意思。并且，对于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原文中的“spalten”翻译为“栏目”或“版面”会更为准确一些。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将其意译为“内容”可能会更为妥帖一些。

最后，新版中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译本已经将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译本中的“出版工作”（89页第1段）改译为“新闻出版工作”，将“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88页第3段）改译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使《告别信》的中文译文更为准确和流畅。相信这些译文的完善既会为读者深入理解恩格斯的观点提供帮助，也会为未来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翻译做好准备。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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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878年，德皇威廉一世年事已高。当时德国广大民众对于暗杀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早已不为人所憎恨的80多岁的老人感到愤慨。


 [2]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4页已译为“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


 [3]
 1848年至1849年的德意志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邦联。其中普鲁士是当时德意志各邦中最大的邦，实力也最强。莱茵省此前曾被法国占领，1815年归并普鲁士以后，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兰西刑法典》（Code Pénal）仍和《民法典》（Code Civil）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经力图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恢复贵族的封建特权，但均遭到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莱茵省又废除了普鲁士法所钦定的补充法律条文。这样，当时的莱茵省便享有一种较高的新闻自由（而普鲁士统一多个德意志邦国则是1871年的事了）。


 [4]
 陈力丹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出版自由》中还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对‘绝对的出版自由’进行过多次批判，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出版自由。造成这种无知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政治上的保守思想，……其次是长期没有健全法制的结果。……再次是在哲学普及中的庸俗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有丰富内容的哲学变成了几句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大白话。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出版自由这个看法，即是由于没有法律知识，同时把它简单地搬到哲学领域的结果。”


 [5]
 需要说明的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非常法》虽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与活动，但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国会选举，允许其国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里开展工作。这样，在1880年维登代表大会上恢复党组织时，国会党团便成为党的正式领导机关。


[a]
 指倍倍尔。——笔者注


列宁论证出版物党性的经典论著——《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考证研究


陈力丹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党性”的概念来谈党报党刊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后期，欧洲各主要国家已合法地存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公开活动，有面向社会的党的机关报和理论刊物，一年一度公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内自由交换意见，不需要秘密结成派别，申明自己属于哪个党派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专制制度横行的沙皇俄国，环境迫使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组织秘密而分散，党内和党面向社会的信息沟通障碍很大，人们的视野狭窄，不大容易摆脱自己所处的小组的视野。因而，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详细论证了党的出版物需要强化“党性”的问题，该文是论证这个问题的经典之作。在这里，我们讨论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并对行文中的关键词翻译和理解进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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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0月彼得堡工人大罢工（油画）


一、从“小组习气”转变到“党性”


1898年3月，只有9位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会上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指定基辅即将出版的《工人报》为党的机关报，会后散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但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机关报很快被沙皇警察破获，党名存实亡。

经过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星报》（1900—1903）的努力，党的二大在1903年7月-8月召开，重新建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党的纲领、章程和一系列策略决议。

列宁最早将“党性”与党的报刊等传播中介联系在一起，开始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刚结束之时（1903年9月）。1903年党的二大召开后，党的组织健全了。列宁发现在已经建立的党和原来的小组习气、二大上新形成的两大派别（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二大讨论党的机关报人选时，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编辑部的方案最初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马尔托夫是同意的。后来讨论党章时，马尔托夫与列宁、普列汉诺夫发生意见冲突，于是在正式选出三人机关报编辑部后，马尔托夫又拒绝参加，派别意识替代了全党的大局意识。

党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1903—1905）编辑部后来被孟什维克掌握，他们完全不考虑这是党的二大确定的全党的机关报，拒绝发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把报纸办成了孟什维克一个派别的报纸。“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1]

 。列宁批评新《火星报》变成了“反党的机关报”，“在反对党性的斗争中的领导者”
 
[2]

 ，原因就在于一家全党的机关报不代表全党，只代表少数小组和派别，却以党的名义在活动。他在情急之中喊出了一系列口号：“打倒小组习气，首先是打倒党报编辑部中的小组习气！打倒瓦解组织的分子！能够真正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尊重党的纪律和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万岁！”
 
[3]

 列宁对出现新的非党性的现象极为愤怒，因为他对召开二大、重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党寄予的希望很大。

显然，党的意识并不会自然确立起来，人们还是习惯于从派别和小组活动的经验来看待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
 
[4]

 。这是列宁最早将党性的概念与党报党刊工作联系起来，时间是1903年9月。这句话的俄文是переходк партийности
 от кружковщины（斜体相当于中文的黑体字）
 
[5]

 ，列宁在这里明确使用了“党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партийности是其第三格）这个术语。此后，“党性”成为列宁特别予以强调一个概念。

党性，即党的观念或意识，而不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组意识。当党宣布建立，原来属于各个活动小组的成员便成为党员，如果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党员，个人的行为和言论遵从于党的纲领和党章，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是有党性的；如果还是习惯于小组活动或个人的活动，在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便可以说这个人不具有党性。

1905年俄国爆发民主革命。这年沙皇于10月30日被迫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允诺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都在11月出版了合法的日报。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孟什维克的著作家们公开发表了不少违背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的言论，其观点有不少混同于资产阶级的观点。


二、“党性”的概念及衡量党性的标准


11月23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第一家合法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论党的改组》，说明在获得有限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党处于急剧向公开的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这种好形势中潜在的危险性在于孟什维克掌握的报刊是以党的名义在发表意见，却很像非党的言论，而且这些当编辑的著作家们一向置身于党外，把自己看得超乎党的组织之上。在秘密状态下，报刊非法存在，尽管许多地方不像党的报刊，但还是被人们承认是党的报刊。现在当非法报刊变成了合法报刊，这些不具有党的观点的报刊便与原来合法报刊的非党观点混淆到一起，革命中涌进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分子也会与这些不具有党的观点的党员编辑连成一气，这将首先在思想上造成党的瓦解。就此列宁写道：

“全体党员都要在各自所在的党组织中遵守纪律和接受教育。”“可能有的危险是，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群众一下子涌进党内来。那时党就会淹没在群众之中，党就不成其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进部队，而将沦为群众的尾巴。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时期。如果我们党有蛊惑人心的倾向，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危险可能是很严重的。”
 
[6]

 最后一句的俄文原文是：И эта опасность，несомненно，могла бы
 приобрести серьез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еслибы
 у нас была налицо наклонность к демагогии，если бы основы партийности（программа，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авила，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й опыт）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и совсем или были слабы и шатки。
 
[7]

 其中основы партийности（党性基础）里的партийности是俄文партийность（党性）的第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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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报》创刊号报头（1905年11月9日）

在这里，列宁明确提出衡量“党性”的三条标准，即党的纲领、党的策略和各国无产阶级联盟的全部经验（组织经验）。符合这些的言行是具有党性的，不符合这些的言行是违背党性的。

1905年11月26日，列宁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被视为集中论述党的出版物党性原则的经典之作。因而，这篇文章的背景、所指和列宁的写作目的等等，成为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一个话题。但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党性的原话里没有使用“党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这个词，而使用了“原则”（принцип）一词，其所指与“党性”相同。该词的俄文上下文是：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должен выдвинуть принцип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азвить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и провести его в жизнь в возможно более полной и цельной форме.В чем же состоит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8]

 其中принцип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即“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对应中译文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9]



列宁从什么叫“党”或“结社”说起，论证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作为党员的自由和责任、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因为当谈到党的出版物应当受到党的监督时，列宁估计会有人马上指出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问题，就此他论证如下：

“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当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10]



三天之内，列宁两次谈到衡量党性的标准，或叫确定党的观点还是反党的观点的界限，讲的都是同一种内容。第二次谈到时他增加了可能一时被忽略的党章，并对“组织经验”做了解释，即指“各国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这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个年轻的党，可以依据的党内法权文件很少，有时就不得不依据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同类情况下采取党内“合法”行动的案例。这样，他关于衡量是否坚持党性的标准一共有四条，即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决议和“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

此后两周，列宁根据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进一步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发表于12月9日和15日的《新生活报》）中论证了坚持党性对党的重要意义，他写道：“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11]

 其中第一句话的俄文原文是：Строгая партийность，есть спутники результат высокоразвитой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12]

 这句话里的“党性”一词也是партийность。

这样，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党性的论证思路就清楚了，这是列宁党报思想的核心概念，它的对立概念便是非党的小组习气和派别性。列宁创办《火星报》的缘由之一便是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克服小组习气，能够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关于什么叫党报的党性，还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1942年4月1日）中关于党性的解释。该社论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党性是“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后来的研究中通常把这段话解释为列宁论述的党报党性的内涵。列宁的原话是：“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13]

 这段话写于1894年，列宁24岁，当时俄国既没有工人政党，也没有党的报刊，谈的是哲学。列宁论述党的出版物的党性，是从1903年开始的。


三、关于“齿轮和螺丝钉”的喻证


除了以上的原则标准外，《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还明确党报党刊与党的关系、党报党刊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紧接着他对“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进行论证，列宁写道：“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14]

 俄文原文“齿轮和螺丝钉”是колесиком и винтиком。
 
[15]



毛泽东曾引证列宁“齿轮和螺丝钉”的喻证来说明革命文学与党的关系。
 
[16]

 雷锋日记里所写的“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其源头也在此。这个喻证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阿克雪里罗德批评列宁专制、机械时使用的，列宁接过来把它当作一个有缺陷的正面喻证使用，做了相反的解释。

列宁估计到可能有人会对“齿轮和螺丝钉”的机械喻证提出意见，他紧接着做了补充解释：“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
 
[17]



列宁在上面的论证中两次使用“齿轮和螺丝钉”，第一次是完整的两个名词，第二次他只使用了винтиком（螺丝钉，即“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这一个名词。英译文把这里的“螺丝钉”错译为“a cog”了，应该是“a screw”。
 
[18]



列宁关于“齿轮和螺丝钉”喻证的解释是很全面的，他承认这个喻证有缺陷，容易使人误解为机械地服从，因而，他所说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值得深刻而全面地领会。

列宁还提出，在组织上，党报与其他写作事业和著作家个人，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是上面的观念认识在组织上的落实。列宁就此写道：“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
 
[19]

 。

列宁提出了衡量自由出版物是否自由的标准。他认为，自由意味着摆脱警察的压迫，摆脱资本，摆脱名位主义，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四、关于确认“自由报刊”的四个条件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论证了什么是“自由的报刊”，提出四个衡量是否自由报刊的条件。俄文原文是：“Мы хотим создать и мы создадим свободную печать.не в полицейском только смысле，но также и в смысле свободы от капитала，свободы от карьеризма；-мало того：также и в смысле свободы от буржуазно-анархического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а.”
 
[20]

 对应中译文是：“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21]



目前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的译文与俄文原文基本对应，但有一处翻译不准确。俄文从句“в смысле свободы от……”（就自由的意思而言是离开……）界定的是“自由的报刊”中的“自由”，不是对“自由报刊”的界定。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在这点上翻译比较准确：“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二版翻译为“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与俄文原文的差异就大了些。与俄文对应的三个中译文的“摆脱”，在俄文里仅是一个前置词“от”，而中译文则使用了动词。前面的“свободную печать”（中译文“自由的报刊”）里的“печать”指广义的出版物，翻译为“报刊”不是不可以，但不够准确。三个从句都译为“摆脱”什么，从与对应的内容看，有些生硬。这句话可以试译为：我们要创办并且一定能创办起来自由的出版物，这个自由的意思不仅是指不被警察监管，而且是指不受资本的限制，不为个人名利思想所左右，甚至超脱于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之上。

列宁关于“自由”的理解超出了一般“自由与法治”层面，对此值得对列宁“自由”用词做深入考察。


五、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文章标题的翻译


这篇文章的标题“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被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直到80年代初才被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问题出在对列宁所使用的俄文单词的理解上。列宁使用的词组“党的出版物”（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主词出版物“литература”本身是多义的，它首先表示的是一切书面著作的总和，其次表示文学作品的总和，还可以表示有关某一知识领域、某一专门问题的著作的总和。

我国有学者核对了列宁使用这个概念的习惯，认为主要是指党的报刊。“列宁使用литература时首先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出版物（печать）。在《怎么办》一书中，‘литература’和‘печать’的意义完全相同。”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在这里所说的литература正是报刊”。列宁这个概念包含文学，因为发表这篇文章的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日报《新生活报》本身就登载文学作品。但“把‘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局限于文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历史观点来看，都是不准确的”
 
[22]

 。

现在中国学者对此文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列宁的这篇文章主要论证的是党内问题，同时也附带涉及当时某些非党文学家的观点。我国20世纪80年代把列宁使用的“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的翻译从“文学”改为“出版物”，防止将一个带有政治性的概念无限扩大其使用范围，这在党的建设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


（姚晓鸥参与本文的俄文查对和俄文语法阐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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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政治杂志的办刊方针——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10年11月22日）考辨


杨钢元　李一帆



列宁一生主办过40多种党报党刊，对于政治性报纸和杂志的办报办刊方针十分看重，尤其在政治斗争激烈时期，一家政治报刊的办报办刊方针代表着其政治立场，列宁对其更是关注有加，明察秋毫。在体现列宁一系列党报党刊思想的文献中，1910年11月22日列宁致高尔基的信件具有特别的意义，该信集中论述了政治刊物的办刊方针问题，并细致分析了当时几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刊物的办刊方针。因此，仔细辨析该信，无疑是我们深入理解列宁党报党刊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写作背景


列宁致高尔基的这封信重点评价了俄国几家重要杂志的办刊方针，全文约1 400字。他提醒高尔基，在给杂志撰稿前要了解该刊物的方针。

列宁把高尔基称作“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1]

 ，一直十分重视和赞赏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并且与之建立了长期的友谊。早在1899年，列宁就注意到了高尔基的文学创作，曾多次公开赞扬高尔基的作品； 1905年12月，两人首次见面，此后关系更加亲近，开始了书信往来，并终其一生。在二人的长期交往中，列宁始终密切关注高尔基的思想变化及其作品，一直对他采取爱护、引导、团结和争取的诤友式态度。

1910年，列宁看到《同时代人》杂志在《言语报》上刊登的一则出版广告，广告中称这一杂志是在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唯一的参加”下出版的，并且还声称高尔基经常为其撰稿。

[image: picture]


1908年列宁（左）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与亚·波格丹诺夫对弈国际象棋，站立托腮者为高尔基

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1862年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年轻时学习法律，后成为一名记者和小说家。1902年，因写作了一篇讽刺皇室的文章而遭放逐。日俄战争期间曾赴前线采访，战争结束后曾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生活。二月革命后，他在彼得堡曾创办一份哥萨克报纸并撰文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后遭取缔； 1921年，他举家定居意大利，并终老于斯。

列宁不信任阿姆菲捷阿特罗夫，认为在他主持编辑下的杂志难以提出一个正确的方针。为了提醒高尔基警惕该杂志的立场和方针，不要受人利用，列宁写了这封信。除《同时代人》之外，他在信里还批判性地评价了当时在俄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欧洲通报》《俄国思想》《俄国财富》和《现代世界》的办刊方针，以思想交流的方式提醒和暗示高尔基，要认清这些杂志的政治立场和办刊方针。信中列宁阐述了自己对于杂志方针的观点，写道：“杂志要么应当具有十分明确的、严肃的、一贯的方针，要么必定出丑，而且还会叫它的参加者出丑。”“一种杂志没有方针，那就是一种荒谬的、怪诞的、糟糕的、有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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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至1910年间，俄国经历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两个历史阶段。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在1905年革命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路线与策略。动摇于革命民主派和黑帮之间的各种党派（诸如立宪民主党）的出现，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令俄国国内各种派别林立，各种思想纷繁复杂，这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新的困难与挑战。因此，列宁在这一革命的重要时期，格外重视报刊的政治倾向，密切关注社会各派别的政治动向及其观点，并且给报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和时评，以影响时局。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列宁对高尔基著述所发表的刊物给予了格外关注。1908年后的几年内，高尔基曾参与了卡普里学校的创建与教学工作。卡普里学校是由几个“召回派”代表人物发起创办的一所党校。“召回派”又称“左派”布尔什维克，因要求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而得名。他们从“左”的方面反对列宁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适当结合的斗争策略。高尔基与这些人过从较密，因而一度令列宁有所误解。1909年11月，该学校发生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尼·叶·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列宁派”学员与“召回派”分道扬镳，并受列宁之邀来到巴黎。当列宁从维洛诺夫那里解到了高尔基的真实思想状况后，立即给高尔基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误解，并对高尔基的工作予以了赞扬。列宁对待艺术家始终持以包容态度，耐心地对高尔基进行帮助和引导。不仅如此，列宁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维护高尔基，对他的艺术才华和文学创作始终在整体上持肯定态度。

正是由于列宁对高尔基这种同志式的欣赏、包容与切实的爱护，使得两人能够始终开诚布公地沟通交流，即使在存在思想分歧的状况下，列宁也能坦率地指出高尔基在一些思想和做法上的问题，从而赢得了高尔基的敬重和信任。列宁的这封信在这方面就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高尔基接信后，曾要求《同时代人》杂志删掉广告里说他“经常撰稿”等内容，后来，又同该杂志断绝了关系，直到1912年，在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离开后，高尔基才重新开始为这个杂志撰稿。


二、列宁关于政治杂志方针的基本观点



（—）“杂志方针”观点的适用对象：具有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类杂志


列宁在这封信中批判性地评价了《欧洲通报》等五家杂志的办刊方针，并且阐释了自己关于杂志方针的观点。然而，如果不结合这封信的具体语境进行仔细甄别，这一观点很容易被笼统地误读为列宁对所有杂志方针的要求。

信中提到的五家杂志都反映着社会上一些特定阶级、阶层与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态度，因而在政治方面起着传声筒和风向标的作用。例如出版于莫斯科的《俄国财富》，是科学、文学和政治旬刊，自由主义民粹派曾在该刊物上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

列宁在信中写道：“一个辟有‘政治、科学、历史、社会生活’栏的‘大型月刊’，这可完完全全不同于那种只是将文学精品收罗一下的集子。要知道，这种杂志要么应当具有十分明确的、严肃的、一贯的方针，要么必定出丑，而且还会叫它的参加者出丑。”列宁在第一句话中首先排除了那些只是收罗文学精品的杂志，然后用“这种”一词限定了自己将要评判的杂志的范围。从俄文原文的用词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Ведь такой журнал либо должен иметь впол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серьезное，выдержан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либо он будет неизбежно срамиться и срамить своих участник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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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акой”意为“这样的，这种的”，有特指的含义。英文译本的用词也十分相近，“such a journal”中“such”一词此处用作前置限定词，和俄文用词一样，用来限定此处杂志的类别，即指第一句中提到的“一个辟有‘政治、科学、历史、社会生活’栏的‘大型月刊’”。由此可见，列宁在这里起码将杂志划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文选类杂志，另一类是意识形态类杂志，而他在信中具体讨论的，就是这类具有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类杂志。他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关于杂志必须有明确方针的思想显然只是针对后者而言的，而不是对所有杂志的一概而论。只有正确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准确把握列宁关于杂志方针的主张。


（二）“杂志方针”观点的现实针对性：在社会政治斗争激化的时代背景下，涉及政治的严肃杂志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及办刊方针


列宁在此信的结尾斩钉截铁地指出：“在1905年以后，要认真谈论政治而不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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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本身实际上就从两个方面界定了其杂志方针的思想。

首先，“在1905年以后”一语，点明了列宁关于“杂志应有方针”这一论点所针对的历史语境，说明了他的论点是在当时俄国社会历史转折时期思想派别林立、政治斗争激烈的大背景下提出的。1905年是俄国革命的高潮时期，在社会变革实践的激荡下，当时的俄国社会中出现了更多党派，在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也出现了思想分化，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宣传党的纲领和路线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展开论战，揭露其反动、虚伪与欺骗的真面目，也为了防止机会主义党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传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造成视听的混淆和党内思想的混乱，列宁格外重视报纸和杂志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对现实斗争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1905年11月，列宁发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提出并论证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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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对杂志方针的强调，也是从当时政治斗争角度出发的，是其“党的出版物原则”思想在杂志领域的具体贯彻。

其次，列宁这段话中的“认真谈论政治”这一前提条件，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提出关于杂志方针的思想时，是对杂志从内容上进行了分类和限定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信中所选择评论的五家杂志中得到佐证。这些杂志都辟有政治版，经常发表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文章，并且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着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列宁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对这些代表其他政治力量的杂志的办刊方针进行了归纳、评判，并且做出的判断也主要是针对这些杂志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具体评判如下。

除《同时代人》外，列宁还集中评论了当时在俄国颇有名气的四家政治杂志。首先是《欧洲通报》杂志，这是俄国一家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至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年至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思想上基本属于自由派。先后参加该刊编辑工作的有曾任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民主改革党领导人的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时任彼得堡大学教授的温和自由派民主改良党创立者马·马·科瓦列夫斯基等人。列宁对其的评论是：“《欧洲通报》杂志有它的方针——一种糟糕的、软弱的、平庸的方针，但能为某一类人，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服务，并把‘体面的’（说得确切些，是希望变得体面的）自由派中间的某些教授、官吏以及所谓知识界人士联合起来的方针。”列宁在批评资产阶级自由派时说：“自由派对待言语问题也像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像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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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列宁认为该刊的办刊方针显得平庸、软弱。

接着列宁评价的是《俄国思想》，它是一家科学、文学和政治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当时的编辑是立宪派重要人物彼· 伯·司徒卢威和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亚·亚·基泽韦捷尔等人。列宁对其的评价是：“《俄国思想》杂志也有它的方针——一种极其恶劣的方针，但能很好地为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的方针。”立宪民主党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主张君主立宪，力图保存沙皇制度，因而对于站在左翼的列宁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视该党为持续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党派，进而认为该月刊的办刊方针“极其恶劣”。

列宁评价的第三家政治杂志是《俄国财富》，该刊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为旬刊。1879年改为月刊，同时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年至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因为与该刊进行过论战，列宁对其颇为熟悉。他写道：“《俄国财富》杂志也有它的方针——一种民粹主义的、民粹派立宪民主党的方针，但能数十年来保持其路线，为一定的居民阶层服务的方针。”作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俄国财富》曾登载过一系列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列宁在这里既指明了它的政治立场，同时也以少有的温和口吻肯定其办刊方针的明确和一贯性。

列宁最后提及的是《现代世界》杂志，该刊为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1906年10月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尼· 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员曾在一战前夕的几年内，在该刊发表过文章。一战爆发，鉴于《现代世界》支持战争的立场，布尔什维克与其断绝了联系，认为它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刊物。列宁对它的评价是：“《现代世界》杂志也有它的方针——一种经常是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的方针（现在倾向于护党派孟什维克），但毕竟是一种方针。”在对该杂志的评论中，列宁只是明确指出其政治倾向，而未对它作为一份杂志本身的方针展开批判，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护党派是盟友关系。

通过上述逐条分析列宁对这些杂志方针的评介，可以看出，他在这封信中选择作为例证的杂志及其归纳的各自的“杂志方针”，无一例外地指的都是该杂志的政治方针，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办刊方针”。正是基于此，列宁在点评了这些杂志后总结道：“一种杂志没有方针，那就是一种荒谬的、怪诞的、糟糕的、有害的东西。”可见，其阐释的关于“杂志应有方针”的思想，是针对当时政治斗争的历史语境而言的，主要是从对这些杂志的政治立场判别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其办刊方针，进而印证了“杂志应有方针”的观点。

综上所述，不难进一步推论，只有“认真谈论政治”的杂志才需要强调其具有政治指导意义的方针，才适用于他在信中提出的关于杂志方针的思想。如果没有认识到列宁观点的历史针对性和对象限定性这两点，就很容易误解列宁关于杂志办刊方针的思想，把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期有历史背景和现实针对性的观点变成一种普适性观点。

列宁的党报党刊思想不仅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且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下逐步丰富完善的，他针对具体的时代需求提出相应的思想路线，始终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列宁在夺取政权后对于报刊与政治关系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营垒的斗争，列宁对当时的新局势进行了分析，在1918年9月发表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为报刊提出了新的要求。列宁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报刊的工作重心也应该转移，“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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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由此可见，基于报纸杂志与社会现实关系紧密的特性，列宁的党报党刊思想一贯都是与社会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因而，对于他提出的相关方针和思想，也都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理解。

在研究他的关于政治杂志办刊方针的思想时也应如此：首先，要认识到列宁在提出这一思想时进行了缜密思考，既着重强调涉及政治领域的杂志需要有明确的政治方针，又考虑到其与文选类杂志的差异，并没有片面笼统地对所有杂志一概而论；其次，要把这一思想放在当时社会政治斗争激烈的大背景中去理解，把握其针对性及实践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列宁这一思想的内涵，避免误读和曲解。


（三）从社会效果而言，立场模糊比立场反动“还要坏许多倍”


从1905年革命失败到1911年斯托雷平反动统治结束这一历史时期，俄国社会中党派林立，政治上各有主张。在这种形势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着统一党内思想、加强对革命运动领导的艰巨任务，而报刊的舆论导向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列宁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提出：杂志应当“有十分明确的、严肃的、一贯的方针”。

《同时代人》是列宁这封信中主要针对的对象，他认为在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唯一的参加下”，这份杂志甚至是提不出方针的；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一点本身对于这样一份大型政治和经济刊物来说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严重的是，由于方针模糊，其危害在于“思想倾向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民主党，却又不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只是制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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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份立场不明的杂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在立场问题上左右摇摆、含糊其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造成思想分裂，令读者难以提防，从而搞乱阶级阵线，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这样的杂志更应该警惕。

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特意写信提醒高尔基，让他仔细思考这份杂志的定位，从而考虑为其撰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它表明了列宁对高尔基在政治上的爱护与保护。


三、个别译文的商榷


目前，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10年11月22日）这封信有俄、中、英等不同语言版本。

信的原文为俄语，首先按手稿刊印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的第1 卷，题为《从巴黎寄往卡普里岛（意大利）》。中文版首先收录于《列宁全集》第一版第34卷第448~450页，该版本依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翻译。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将这封信收录于第46卷第4~6页，翻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8卷第3~5页。故目前这封信有两个中文版本，本文参考的是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列宁全集》（Lenin
 Collected
 Works
 ）英文版于1974年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Progress Publishers）出版，这封信收录于第34卷第434~435页。

将中、俄、英三个版本进行比较，有个别词语在翻译上存在着细微差别。

中文《列宁全集》第46卷第5页第一段“一种杂志没有方针，那就是一种荒谬的、怪诞的、糟糕的、有害的东西”句中，“糟糕的”一词在俄文原文中是“скандалъная”，意为“罪恶昭彰的、可耻的、丑闻的”。结合英文译本的这句话（A joumal without a trend is an absurdity，a ridiculous，scan-dalous and harmful thing）
 
[9]

 ，对应的词汇是“scandalous”，意思是“不道德的、可耻的、令人愤慨的”，与俄语原文的用词比较接近，都带有道德上的谴责之意。结合对列宁信中观点的分析，他认为一份立场不明的杂志比没有立场“还要坏许多倍”，背离马克思主义却又不同马克思主义决裂的行为十分恶劣，并且制造混乱，因此将“糟糕的”一词修正为“可耻的”“卑劣的”或者“不道德的”这类带有道德谴责意味的词汇，似乎更加恰当。就具体语境而言，细品原文，“荒谬”指内容，“怪诞”指形式，“有害”指效果，唯“糟糕”泛指，是个主观感受的表达，似也与其他几个词汇不搭配。

第5页第二段，“我本来给您写好了一封对《忏悔》
 
[10]

 表示不快的信”，“不快的”一词俄语原文用词是“скандальная”
 
[11]

 ，意思比较明确单一，即“伤心的，悲伤的”。英文版中此句为“I had all but written you a disappoint-ed letter about confessions”
 
[12]

 ，对应词“disappointed”意为“失望的，沮丧的”，与中文译本相比，似更为贴切。考虑到列宁对高尔基一向都是欣赏并寄予厚望的，而且在高尔基思想上发生摇摆的时候仍始终对他采取争取的态度，所以，列宁在对《忏悔》有所不满时，感到伤心和失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此将中文译文中的“不快”修正为“失望”似乎更为合乎情理：“失望”的潜台词是高度期许，具有情感色彩，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当面说出，贬中带褒；而“不快”一词虽程度较缓和，但在语气上则显得过于冷漠、生硬，像是外交辞令，似不符合列宁与高尔基间的诤友关系状态。


（作者杨钢元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一帆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





注释


 [1]
 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46．


 [2]
 列宁.列宁全集：第46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


 [3]
 ЛенинВ
 .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издание），т.48，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0，стр.4


 [4]
 同[2]5．


 [5]
 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3．


 [6]
 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1913年9月5日）[M]//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49．


 [7]
 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91．


 [8]
 同[2]5．


 [9]
 Lenin collected works（Vol.34），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4：434，435．


 [10]
 《忏悔》是高尔基1908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


 [11]
 同[3]5．


 [12]
 同[10]435．


夺取政权时期列宁的党报思想——列宁《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考证研究


谭璇璇　杨　青



编辑部改组事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领导的群众性工人日报《真理报》（Правда，1912—1914）发展中的转折性事件。报纸初创时期，由于斯大林主张调和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真理报》在对待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上表现消极。列宁对此多次致函编辑部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收效不明显。1913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卡拉科夫召开的中央全会决定改组《真理报》编辑部，加强了对报刊的领导。列宁起草的《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阐述了具体的改组措施，包括撤换编辑、加强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等。该决议执行后，《真理报》的错误得到纠正。同年5月底，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肯定《真理报》的工作有了巨大的、认真的改进。


一、《真理报》的出版及其社会背景


布尔什维克是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形成的一个党内的派别，1912年1月以后成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后来演变为苏联共产党。1905年，俄国爆发民主革命。革命失败以后，俄国进入了斯托雷平（1906—1911年俄国首相兼内务大臣）反动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斗争。1910年俄国工业开始复苏，工人运动出现了重新高涨的迹象。客观形势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创办合法公开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要求。

[image: picture]


1912年第80号《真理报》头版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这实际上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再形式上统一在一个党内。会议选举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孟什维克也另行组建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这次会上，工人代表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俄国国家警察部奥克瑞纳（Okhrana）的最高薪的间谍，代号“裁缝”
 
[1]

 。会上根据列宁的倡议，决定出版群众性工人日报，即后来出版的《真理报》。

布拉格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列宁与中央委员斯·斯潘达梁来到德国的莱比锡，会见《明星报》
 
[2]

 出版人、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尼· 古·波列塔也夫。他们确定1912年春出版《真理报》。两天后，《明星报》上刊登了《真理报》将要出版的消息。

1912年5月5日（俄历4月22日）
 
[3]

 ，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真理报》在彼得堡创刊，印量6万份。创刊号为对开四版，不登照片和插图，只有文字稿。
 
[4]

 《真理报》创刊号经费来源于工人们的捐款，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报纸。
 
[5]

 列宁就此写道：“工人们为了创办自己的报纸向《明星报》和《真理报》提供了504次团体捐款。除了创办和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以外，他们决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正是由于工人在4月间的捐款增加，工人的《真理报》才得以创刊”
 
[6]

 。列宁认为，《真理报》的创刊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它证明俄国工人是有觉悟的、有毅力和团结一致的”。
 
[7]



列宁非常重视《真理报》的工作，认为它是“团结和开展运动的必要的组织手段”
 
[8]

 ，并将它定位为一份面向基层工人的报纸。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写道：《真理报》不是（列宁）一下子由自己决定的，它是工人的报纸，它应该同工人讨论与他们切身有关的党的问题。
 
[9]

 《真理报》刊登有关工厂的营私舞弊、新的无产阶级阶层的觉醒的内容，同时为工人事业的某方面募集捐款，对有关工人的见解和情绪、选举运动、工人初选人的选举以及工人在读什么特别感兴趣。
 
[10]




二、《真理报》改组的原因



（一）与取消派斗争不力


出版后的最初几个月，《真理报》对孟什维克取消派从党内分离出去这件事情缺乏积极反应，回避分歧，没有公开进行论战。《真理报》的消极反应与斯大林采取的政治立场有关。《真理报》出版前斯大林抵达彼得堡，协助列宁办报。《真理报》出版当天，斯大林再次被捕。他在《真理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我们的目的》主张报纸应采取调和派
 
[11]

 的立场作为编辑方针，即“对敌人应该势不两立，我们之间就得互相忍让。对工人运动的敌人要斗争，在运动内部却要和平，要同心协力地工作”
 
[12]

 。他认为对取消派和孟什维克及其报刊应采取“不斗争”的策略。1912年9月至10月斯大林从俄罗斯北部纳赖姆流放地逃出后主持《真理报》。他的办报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报刊初期的工作，《真理报》在对是否要把党的分歧拿到报纸上来讨论表现出犹豫，没有公开地讨论党内的分歧问题，没有与孟什维克进行坚决斗争、争取群众，甚至删除了列宁文章中涉及批评取消派的段落。

对此，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一些信中尖锐批评《真理报》没有执行鲜明的、坚决的、确定的政策，“不善于战斗”，“不追击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追击取消派分子”。
 
[13]

 列宁指出，《真理报》不应向工人隐瞒分歧，它如果仅仅是“通俗的”“正面的”刊物，就会毁灭，如果它不怕论战，直言不讳地谈论取消派，它就很可能取得胜利。
 
[14]



《真理报》对于列宁的批评反应消极，多次拒绝刊登列宁要求刊登的文章。1912年7月，列宁写了短评《答取消派》并寄给《真理报》编辑部，要求编辑部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同取消派做更坚决的斗争，但短评未在《真理报》上刊出。
 
[15]

 孟什维克的报纸《涅瓦呼声报》
 
[16]

 的一篇报道中称，在彼得堡召开过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代表会议，据说有《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
 
[17]

 的拥护者，即布尔什维克参加，讨论第四届国家杜马
 
[18]

 选举运动中的统一的问题。面对《呼声报》的“大胆进攻、挑衅姿态”，《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对《呼声报》只是被动回应，并没有进行论战。列宁认为这是不对的，在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刊物应该进行论战。列宁又给《真理报》寄上《关于竞选纲领》一文，谈及对取消派的态度，该文没有发表。

《真理报》编辑部删除文中他们认为的“不平常的”“不合适的”话，列宁对此表示反对和不满。《真理报》编辑部回复列宁，声称列宁文章中对取消派的态度是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上编辑部仍在不断地删掉列宁以及其他同事文章中有关取消派的内容。《真理报》这种模棱两可和沉默让列宁感到“非常奇怪”。他认为应当明确对取消派的态度，“中间道路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19]

 。


（二）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论战上表现消极


1912年秋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沙皇政府迫害进步人士，捏造罪名剥夺工人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席位。八月代表会议
 
[20]

 后，孟什维克的取消派集团不仅在《我们的曙光》
 
[21]

 杂志上和《光线报》
 
[22]

 上鼓吹公开的党，而且还在合法报刊上嘲笑“地下组织”，反对革命性的罢工和一切群众性革命斗争。
 
[23]

 对此，布尔什维克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方针，其中包括缩小取消派的影响，不要使他们获得很多工人的票数，与孟什维克展开论战。

《真理报》在论战初期贯彻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针，宣传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纲领》
 
[24]

 的精神，不仅揭露右派、立宪民主党，也注意驳斥取消派。列宁赞扬了《真理报》，并认为报纸会在选举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25]

 。但《真理报》在选举期间的表现并没有让列宁满意。斯大林在报纸上倡导和孟什维克党和解。作为回应，列宁写了不少抨击斯大林政治路线的文章，但很多都被斯大林压下了。
 
[26]

 1912年9月，列宁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批评报纸的文章缺乏热情，要求报上的文章应该是进攻的、激烈的、有战斗力的。

面对《光线报》在选举期间“没有原则，卑鄙的诽谤”，《真理报》的表现“倒像是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列宁认为在选举时刻不进行战斗就是葬送事业。
 
[27]

 让列宁更为不满的是，《真理报》编辑部还表示赞成将报纸与《光线报》合并，并建议《真理报》全部成员都成为两家报纸的撰稿人。1912年12月31日（俄历12月18日），《光线报》在它的撰稿人名单上公布了四个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字（另有两个拒绝刊登自己的名字）；此时，孟什维克派成员的名字也出现在《真理报》上。列宁认为，《真理报》编辑部执行着某种“自己的”“由某人杜撰出来的第三条路线”
 
[28]

 。

为保证《真理报》完全执行党的方针，列宁采取了让斯大林远离《真理报》的措施。1912年11月，斯大林应列宁要求来到克拉科夫。列宁批评了斯大林，拒绝任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解或重组的计划，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党。斯大林对此有所抱怨，认为列宁强硬的策略会导致孟什维克的敌视。斯大林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因为这次会面而改变，他回到圣彼得堡后又开始做起了调和派。11月28日（俄历11月15日），第四届国家杜马开幕。大会上，马林诺夫斯基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该宣言可能是由斯大林起草的，其中表达了对孟什维克的善意。斯大林甚至还背着列宁与两位孟什维克成员见面。
 
[29]

 列宁得知后，要求斯大林再次前来克拉科夫商讨民族问题以及《真理报》的问题。列宁向斯大林提议，暂时不要回彼得堡，而是留在克拉科夫写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民族政策的文章。斯大林答应了，但他依然不同意列宁的某些政见，并相信自己能说服某些孟什维克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合作才是上佳的策略。列宁与斯大林在政治立场上的持续分歧，迫使列宁寻求外部力量改组《真理报》。


（三）报纸发生财政危机


除政治原因外，《真理报》的财政危机也使得改组编辑部变得有必要。1912年年底起，列宁在与斯大林等人的通信中多次谈及《真理报》的财政危机，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如采取紧急措施把《真理报》出版社和编辑部的现金转到马·康·姆拉诺夫的名下，克服《真理报》财政危机问题。
 
[30]

 他还要求报纸开展征订运动，要求各国外支部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还请高尔基参加征求订户的宣传。但这些行动收效不明显，《真理报》依旧陷入财政危机。


三、《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


列宁很重视《真理报》，经常写信指导报纸的出版工作，包括指出印刷错误等小问题。对于《真理报》存在的种种问题，列宁在信件中有所提醒、批评和建议，但效果不理想，于是改组编辑部终被提上议程。1913年1月8日—14日（俄历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出于保密考虑，当时该会议对外称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等。
 
[31]

 会议明确了工人党员的任务是坚决与取消派斗争。会议结束后，中央委员会秘密讨论了《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当时为保密起见，该文件没有与其他会议决议一同发表。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手抄了这份改组文件并保存了下来。1956年该文件首次在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上发表。提出12点改革要求的《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批评《真理报》编辑部没有坚定不渝地贯彻党的精神，报纸对彼得堡工人党员和党的生活反映不力，没有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报纸《光线报》做斗争。以上对报纸的批评，也是含蓄地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因为直到会议召开，他非正式地实际主持《真理报》已有半年。
 
[32]



通过分析《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我们可以考察在夺取政权时期列宁的党报思想，其要点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党性原则


作为群众性工人日报的《真理报》初创时期（1912—1914），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政权斗争激烈的时期，各政治派别纷纷创办自己的报纸或杂志来宣传自身的政治纲领。党报作为党的思想中心，发挥着一定的领导作用。作为联系和团结工人的《真理报》，必须严格执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宣传党的纲领。因此，《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第一条决议明确要求《真理报》要加强党性，指出编辑部贯彻党的精神不够坚定，应更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遵循合法的办报方针。
 
[33]



列宁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的论述，是从1903年“反对小组习气”这一党内派系现象开始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对党报的党性原则做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34]

 列宁认为衡量“党性”的标准是党的纲领、党章和党的策略原则，不符合这些的言行是违背党性的。

《真理报》的初创时期，由于政治形势复杂，党内往往会出现“左”的或“右”的倾向，正确的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难以贯彻。因此，列宁更加强调“党性”。《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具体规定《真理报》要更重视阐明整个取消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不得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谈论取消主义，应坚定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与《光线报》进行论战，揭露其错误和危害。改组的文件还要求《真理报》应保持撰稿人队伍的“纯洁性”，在挑选撰稿人时，编辑部应对前进派
 
[35]

 撰稿人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以免犯原则性的路线错误。报纸的领导委员会必须由第四届杜马选举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六人团的至少一名代表参加，同时，倡议圣彼得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出版反对取消派的工会机关报。

列宁曾经对党报同党的关系问题做过许多论述，其中长期坚持的主要论点是：“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
 
[36]

 《真理报》也应如此。


（二）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


《真理报》是依靠工人捐款创刊的，自诞生之日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真理报》的群众工作。列宁“在《真理报》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直接或间接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的文章”。在《半年工作的总结》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工人从每天的工资中拿出一个戈比
 
[37]

 捐给报纸。
 
[38]

 在《工人和<真理报>》中，他高度评价了工人群众对办好党报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工人积极捐款、提供材料、参与讨论、为报纸宣传，报纸才得以生存。因此报纸应进一步反映工人生活，关注工人关心的话题，发表工人的言论。
 
[39]



1912年11月24日（俄历11月11日）列宁将斯大林写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
 
[40]

 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并建议务必把这个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位置。《真理报》迟迟不发表这份文件，列宁反问道：“如果工人的报纸这样轻视工人所关心的事情，它难道还能够存在下去吗？”
 
[41]

 列宁把办报看作建党的“着手点”，认为通过创办党报可以对工人群众进行持久而有效的政治训练，为建党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
 
[42]

 为了改正《真理报》在群众工作上的失误，《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中提出了若干条具体改组措施，包括：以合法形式转述反映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党的生活，保证《真理报》能及时联系工人党员，反映基层民意；更加重视在工人中间征求订户和募捐的宣传，让《真理报》成为一份真正的工人报纸。这些措施都在改组工作中得到落实，并取得一定成效。


（三）发挥党报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真理报》的初创，处于1905年俄国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与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的过渡期。如果党报在这个时期保持沉默，就难以团结和动员工人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党报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凸显。《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一方面要求《真理报》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时不能有任何迟疑，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刊登的文章应该（署上商定的署名）
 
[43]

 立即刊登。另一方面还要求报纸发挥“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吸收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加入报纸编委会，参与到报纸的写作和经营工作中；吸收彼得堡及外省的工人团体、协会、委员会、小组和个人积极参加为报纸的写稿和推销工作，以壮大《真理报》工人团队，让报纸有更多拥护者。《真理报》应建立党报工作者的联系网络，广泛组织整个工人运动，进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还包括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44]

 ，这是列宁对报纸宣传和组织功能的论述。可以发现，《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也贯彻了该思想。

最后，改组文件还为解决《真理报》的财政危机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包括全力缩减出版费用、建立一个人员有限的领导委员会来主持整个改组工作和采取措施使报纸在写作和经营方面相互密切配合。


四、《真理报》改组过程及成效


改组决议下发后，由于当时彼得堡缺少合法工作人员来充实报纸编辑机构，编辑部内部的调和派成员仍旧与孟什维克合作，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又千方百计阻挠编辑部的工作，改组编辑部的工作未能迅速开展。1913年1—2 月，《真理报》在工作中又犯了一系列错误。《真理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关于崩得
 
[45]

 取消派报纸《时报》
 
[46]

 出版的广告。报纸还无视克拉科夫会议的指示，未在报上刊登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47]

 送来的署名“KKK”的文章。对此，列宁致函《真理报》，批评编辑部工作，要求尽快改组编辑部。为落实中央决议和落实改组工作，1913年2月4日（俄历1月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局成员同《真理报》编辑部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被任命为《真理报》主编，到彼得堡负责《真理报》改组工作，拥有对所有文章加以否决和审查的权利。彼得堡委员会的康·尼·萨莫伊洛娃被批准为编辑部的秘书。3月初，列宁得知《真理报》正式开始改革。斯维尔德洛夫重组《真理报》编辑部后，撤销了调和派编辑的职务。列宁对此十分关注，两度特意致函《真理报》编辑部，祝贺改革开始，“希望你们
[a]

 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48]

 。

[image: picture]


斯维尔德洛夫

尽管斯维尔德洛夫主导了改组工作，但《真理报》具体的改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斯维尔德洛夫也并非一直参与其中。1913 年2月斯大林从国外回到彼得堡，遵照列宁的指示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着手改组《真理报》编辑部。2月23日（俄历2月10日），斯维尔德洛夫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家里被捕。在斯维尔德洛夫被捕的前一天，列宁写信给斯维尔德洛夫，认为有人对《真理报》的改革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主张暂缓撤换现在的编辑和办事人员，要求斯维尔德洛夫建立记账制度，1戈比也要记录，需要把钱、收入和订费掌握在自己手里。
 
[49]

 从中可以看出，2月22日（俄历2月9日）列宁写信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时候，《真理报》原有的编辑和办事人员至少没有完全被撤换掉。那么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谁跟进改组工作？列宁在这封信中还建议斯维尔德洛夫吸收一些助手协助自己，因此可推断后续的改组工作应该由其助手，如编辑部秘书康·尼·萨莫伊洛娃协助进行。斯大林此时也在彼得堡，尽管他持调和派立场，但不排除他参与后续改组工作的可能性。斯维尔德洛夫被捕13天后，即3月8日（俄历2月23日），斯大林也被马林诺夫斯基出卖，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借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会场举行的音乐会上被捕。

尽管《真理报》的改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改组工作成效还是十分明显。从2月起，报纸开始几乎每天发表列宁的文章，《工人运动》《国家杜马》《农民生活》等专栏办得很好，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开始积极为《真理报》撰稿。改组后的《真理报》积极参与同《光线报》的论战。1913年4月—6月，《真理报》刊登《几个争论的问题》等文章，帮助工人弄清《真理报》和《光线报》之间关于取消主义的重大争论问题。

1913年2月23日（俄历2月10日），《真理报》开始出版通俗的星期日增刊，报纸的印刷数量也逐渐增加。《真理报》还按照改组决议的要求，开展了增加报纸订户运动。列宁提出《真理报》“应该掀起一个运动：争取《真理报》发行量从30 000份增加到50 000~60 000份，订户从5 000增加到20 000，并坚持不懈地朝这个目标努力”
 
[50]

 ，同时在每一个工厂开展斗争支持《真理报》，争取更多的订户。到了6月，《真理报》的版面有所扩大，列宁表示祝贺并建议出版增刊以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提出《真理报》应该为争取达到10万读者而奋斗。

在《真理报》创刊一周年之际，列宁认为该报不仅仅在名称上是工人的报纸，而且从办报方向、在工人群众中的读者范围、报纸的总的内容以及从工人尤其是工人团体对《真理报》的支持等方面来看，《真理报》实际上也是工人的报纸。《真理报》的“改进是巨大的、确实的，但愿是稳固的和彻底的”
 
[51]

 。


五、结语


当我们理解列宁关于党报性质、作用的许多论述时，需要考虑与之对应的党的组织结构和当时俄国的环境。这是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时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现。1912—1914年是《真理报》初创时期，尽管此时俄国国内工人运动有复苏迹象，但国内党组织被摧毁，数百名革命者被捕入狱或被流放。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的政治和理论权威受到了以波格丹诺夫
 
[52]

 和卢那察尔斯基
 
[53]

 为首的召回派的严重挑战。召回派在政治上坚持极左路线，要求从被削弱的国家杜马里召回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列宁不得不同时与孟什维克的取消派、布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做斗争。
 
[54]

 在此期间，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1913年《真理报》的改组事件便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斯大林与列宁在关于取消派斗争问题上表现的分歧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他们的分歧也一直贯穿在《真理报》改组前期。《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的通过也预示着列宁最终说服了斯大林。

《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呈现了列宁改组《真理报》的思路，反映了该时期列宁的党报思想，即坚持党性、加强党报与群众的联系和党报要发挥宣传者和集团组织者的作用。这份文件多次强调编辑部成员要贯彻党的精神和坚决与取消派斗争，反映了在夺权时期，面对党内意见分歧、奸细打入核心领导层的不利斗争局面，布尔什维克的党报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这份文件强调党报要坚持党性，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内涵存在差异。出于夺取政权和党内斗争的需要，列宁当时更强调党报的战斗性，党报很多时候是政治和权力斗争的产物。列宁对取消派的论述也显得过于激进。


（两位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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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TZ A H.To Prepare for a new Russian revolution[M]//Leninƴs electoral strategy from 1907 to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79．


 [33]
 同[10]286．


 [34]
 列宁.列宁全集：1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3．


 [35]
 前进派，指在哲学上主张主观唯心主义的马赫主义和政治上主张“召回主义”或对第三届杜马的抵制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湖的宗派组织。


 [36]
 列宁.列宁全集：1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55．


 [37]
 俄国当时的货币单位，1卢布＝100戈比。


 [38]
 同[9]29．


 [39]
 张春林.列宁的党报群众观及其现实意义[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40]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要求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利用杜马讲坛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同时说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


 [41]
 同[8]176．


 [42]
 童兵.党报：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J]．新闻与写作，1992，（1）．


 [43]
 商定的署名是字母“KKK”，凡是这类署名的文章必须发表，不许改动。1912 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再次重申了这一决议，强调它仍然有效。


 [44]
 列宁.列宁全集：5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


 [45]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


 [46]
 《时报》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


 [47]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该机构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


 [48]
 同[8]245-246．


 [49]
 同[8]237239．


 [50]
 同[8]266．


 [51]
 同[8]277-278．


 [52]
 波格丹诺夫于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成为“前进集团”的首领并领导召回派，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主张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做了批判。


 [53]
 卢那察尔斯基1895年成为社会民主党人。1904年赴日内瓦，任《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编辑。俄国民主革命失败后，政治上为召回派，哲学上宣扬马赫主义，曾受到列宁的批评。


 [54]
 哈丁.列宁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52-53．


[a]
 指编辑部。——笔者注


第八部分　列宁对苏维埃报刊作用的探索

按语

列宁是有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革命导师，因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报刊作用的论述，一向不容置疑地具有正确性，其实他生前就承认自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犯了重大错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证不可避免有那时的背景。

李文静对列宁论证苏维埃报刊的任务的论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进行的考证分析，清晰地显现出列宁当时论证的正确一面（强调多谈些经济、报刊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也指出了明显错误的一面（取消报刊订阅制实行分配制、报刊革命法庭的非法治、侵犯商业秘密）。王雨琼对列宁报刊名篇《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进行的考证分析也指出了同类问题。列宁一方面对各种政治喧嚣十分反感，一方面又寄希望于报刊管到社会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从怠工到偷窃，要求报刊成为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报刊是精神单位，不是实行专政的机关。这样的认识可能存在对词句理解的不同，但对中国的影响在于它一度成为错误的“报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理论源头。因而这两篇考证文章引导我们再度研读列宁的原著、做再理解是必要的。

列宁1921年停止军事共产主义、实施新经济政策，关于报刊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因为身体原因，他没有精力集中谈论报刊问题，也没有系统梳理自己对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认识，在1921—1922年列宁缺少报刊工作的集中论述。但从列宁某一方面的报刊论述看，他关于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认识是有较大变化的。建议看一看1922年4月2日列宁《关于<真理报>刊登广告问题的发言》、1922年4月12日列宁致恩·奥新斯基的信。前者列宁主张《真理报》刊登广告，甚至不惜违反党代表大会的规则，要求撤销大会已经通过的关于禁止《真理报》广告的决议。后者是列宁生前最后一次谈论新闻工作。信中他意识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危机，除了政策问题外，还有干部和传媒的问题，因为不少传媒“反对如实公开、如实评价地方经验”，“害怕家丑外扬，害怕赤裸裸的真相，回避真相，‘瞥上一眼便了事’”，便得中央无法全面地了解基层的矛盾和问题，判断群众真正的需要，执政党脱离群众，苏维埃政权无法稳固生存。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论苏维埃报刊的任务——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考证分析


李文静




一、文章写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夺取政权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严峻形势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继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到1918年2月以前，连续粉碎了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反对势力试图颠覆政权的活动，初步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达到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列宁主张同德国签订合约，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摆脱出来。经过俄共（布）多次会议的讨论、争论和协商，列宁的意见终于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同德国正式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使国家得到了暂时和平的国际环境。俄国革命进入巩固政权、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大力组织经济建设的新阶段。

但和平的条件并不稳固，苏维埃俄国仍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扼杀苏维埃政权。国内政局动荡，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对势力蠢蠢欲动。与此同时，旧俄国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极其落后，加上多年战争的破坏，新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十分脆弱。在三年多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农村近1 000万青壮年被征入伍，大批马匹被征为军用，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再加上富农拒绝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投机贩卖盛行，黑市交易猖獗，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粮荒。由于不能按计划采购到粮食，1918年1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只及计划供应的7.1%，2、3月份的粮食供应量只占供应计划的16%。
 
[1]

 工人因为分配不到基本的生活资料，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业生产。在饥荒和战争破坏的社会条件下，国家的军事力量毫无保障，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局面。

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转变时期，列宁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后提出，苏维埃俄国的首要任务是“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2]

 。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到：“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强。”
 
[3]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初稿和定稿，承担了洞察和概括当时的形势特点、及时明确地向全党和劳动人民发出号召的历史使命。


（二）列宁写作文章的过程及对报刊任务的重视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写于1918年3－4月，前后几易其稿，共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和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定稿，以及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四个版本。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是列宁于1918年3月23日－28日口授的速记记录稿。原稿没有标题，标题是俄文版的编者加的。这篇文章的写作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讨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有关。

1918年3月31日，党中央会议确认，夺取政权的时期已经结束，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鉴于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以统一看法。4月7日中央全会开幕，列宁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革命正处于“新的时期”。全会委托列宁起草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提交中央。根据这个决定，列宁拟订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并在4月13日至26日之间完成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手稿中使用的标题），确定了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
 
[4]



[imag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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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发表在《真理报》第8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附刊上，并出版单行本。这篇文章后来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传播很广。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的列宁著作之一便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当时名为《劳农会之建设》，1921年出版）。

4月29日，列宁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各派代表就列宁报告发言，列宁做总结发言。会议通过决议，表示赞同列宁报告的基本论点，并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即《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
 
[5]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先后四个版本都阐述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列宁在文中开始设想实行取消商品交换的劳动公社的试验，对在社会生产中“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经济措施是列宁论述报刊任务的直接背景，他关于报刊任务的观点同时也是出于共产主义实验的需要。列宁希望能把报刊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利用报刊来解决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中发生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image: picture]


列宁阅读《真理报》（1918年）

鉴于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成功，列宁与时俱进，于1921年及时结束这场试验，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交换，其新闻观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他1920年以后的身体状况日益衰弱，关于报刊在新经济政策下应当如何的论述十分有限，尚缺少像当年写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样的全面而具体的论述。
 
[6]




二、对文中列宁报刊思想的总结与分析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中的第10章和定稿中的“组织竞赛”一节，列宁集中论述了党和苏维埃报刊的任务，约3 000字。列宁这个时期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工作的论述，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时期里是最多的，他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任务的主要观念也多数在这里得到阐述。

正如前文所述，列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下，从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视角来看待报刊的任务的。他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任务，今后面临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7]

 列宁认为，报刊在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于是他提出了“报刊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8]

 的思想，并进一步阐述了“公开报道”、在报刊上树立榜样和开辟“黑榜”专栏这两种方法。


（一）报刊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是列宁在文中集中论证并在后来的几年里反复阐述的一个观念。这一观念是在改变劳动者松懈散漫态度的迫切任务中提出来的。列宁指出：“制定一些系统的措施来增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在劳动者中间建立纪律，组织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强度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工业法庭来规定劳动标准，对任何恶意破坏这种标准的行为追究责任，经常教育多数人提高这个标准，——这一切现在都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极其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报刊在上述方面完全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而苏维埃报刊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旧习惯和旧传统的影响。他对报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为苏维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领导人员的问题，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要少费一些篇幅。”
 
[9]



除了发挥报刊在经济上重新组织和重新教育群众的作用，列宁还进一步提出要重视报刊在组织竞赛中的作用，设想通过组织竞赛来提高劳动公社的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艰巨的然而是能收效的工作——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粮食衣服等等的过程中实行表报制度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表报变成生动的实例（既有使人厌弃的例子，也有令人向往的榜样）。”在这段论述中，列宁提到了两种组织竞赛的方法，即利用公开报道，以及实行表报制度，在报刊上同时树立榜样和开辟“黑榜”来组织竞赛。他在文中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列宁关于报刊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的思路是正确的，他批评报刊上政治空话和琐碎的日常事务的报道太多，也是切中时弊的。但他从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角度提出的报刊上的日常新闻报道应越少越好、劳动公社模范事迹的宣传应越多越好的观点基本否定了报刊报道新闻的基本职能，将报刊视为国家的宣传工具。面对着缺乏激励机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造成的社会混乱，列宁对报刊在其中的作用寄予厚望，但在当时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同时报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在这方面，列宁共产主义试验中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
 
[10]




（二）公开报道


列宁将报刊的公开报道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要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沟通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列宁同时批判了资本主义企业掩盖商业秘密的做法，他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报刊受到资本的支配，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列宁认为，报刊要将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来改进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11]

 。

另一方面是要公开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使报刊成为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利用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在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时期，列宁强调公开报道，主要是要求揭露在强制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时出现的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怠工、浪费等等行为。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列宁又详细地论述了树立榜样和在报刊上开辟“黑榜”这两种具体做法。

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包括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他当时企图消灭商品交换为背景的。在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背景下，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企业的“商业秘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如果媒体有权公开企业的商业秘密，那将会给企业，甚至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正因如此，列宁在后来放弃共产主义试验，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时，就再也没有批判过“商业秘密”。不过由于当时列宁的身体状况恶化，留下的文字材料只涉及了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报刊工作谈得很少，因此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后来改变了看法。
 
[12]



同时，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观念也明显地含有公民知情权的意识，这在当时是很宝贵的新闻思想。列宁指出：“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
 
[13]

 他还进一步想到：“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14]




（三）在报刊上树立榜样并开辟“黑榜”专栏


列宁主张在报刊上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开辟“黑榜”专栏，公开揭露那些坏的典型，对优秀的公社进行奖赏，并对登上黑榜的公社进行整顿，使各个公社经营的业务成绩的比较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列宁提出，对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道应当成为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
 
[15]

 。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从现在看，无论当时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设想都欠妥。
 
[16]



列宁认为，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树立榜样来推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做法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现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榜样的力量就能发挥作用。因为在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社会里，组织生产的好的榜样必然会使那些采用好的组织方法的人减轻劳动并增加他们的消费额，从而促使人们去仿效好的榜样。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
 
[17]

 。

与此同时，列宁也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专栏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他在提出报刊要进行公开报道这一观点时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
 
[18]



列宁要求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对我们现在的媒体工作都有指导意义。但是要直接依据报刊的“黑榜”来进行处罚，甚至依据“黑榜”“把劳动公社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这一观点使报刊超越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成为惩罚、司法行为的一部分，不符合法治程序。在当下，这一现象被称为“新闻审判”。


三、列宁关于报刊任务观点的时代局限性


鉴于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成功，列宁后来改变了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思想，其新闻观也发生了变化。但他在文中提出的关于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论述、关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观点、对于报刊上政治空话的批判，以及取得政权后党报要将报道重点转移到经济生活中去的远见，都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历史地看待列宁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重视其论述的时代特征。由于他1920年以后身体状况日益衰弱，留下的文字材料只涉及了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报刊工作谈得很少，这容易使后人只关注他在1918年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时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从而对列宁的报刊思想存在片面的认识。我国学者在引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论述时，应充分考虑到当时共产主义试验的政策背景和列宁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报刊的主观愿望，而不要把他的论述当作不容怀疑的真理。


（一）共产主义试验的政策背景


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开始，持续到1920年左右，列宁论述苏维埃报刊的背景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包括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商品交换等措施。这些设想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实践看，总体上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在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时候，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包含一些正确的观点，但也有一些观点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如列宁批判“商业秘密”，要求报刊公开一切企业活动的观点，其背景仅限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社会；强调报刊上“榜样的力量”和作为司法程序一部分的报刊“黑榜”这一观点，是与“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紧密联系的。

从列宁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列宁对报刊在共产主义试验中的作用寄予厚望，他希望能把报刊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利用报刊来解决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中发生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在当时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报刊也无力承担激励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的使命。因此列宁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


（二）列宁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愿望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列宁在他身份的局限下对报刊任务存有的主观愿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报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最重要的部分。因而，他的宣传思想是融合在他的党报思想之中的，很难完全将宣传思想从中分离出来。
 
[19]



当时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因而报刊的首要任务也是要满足共产主义实验的需要。例如，列宁提出，报刊上的日常新闻报道应越少越好（少到百分之一更好）、劳动公社模范事迹的宣传应越多越好，这一观点就直接将报刊视为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列宁对报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无暇关注宏观层面的传播技术革命问题，对报刊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功能探讨的很少，这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认识问题的局限。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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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试验背景下的列宁党报思想的沿承、发展与畸变——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考证分析


王雨琼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首次发表于俄历1918年9月18日的《真理报》 上，是列宁论述报刊的著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列宁在文章中沿承了党报的政治服务作用、社会教育作用和群众是报纸的基础等报刊思想，发展了公开报道的报刊思想，但在共产主义实验背景下，列宁附加给党报额外的作用，使党报的职能发生了畸变。文章实际上出自《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第10章，论述的是当时苏俄经济建设时期党报的报道特性和职能，并不是对报纸长期不变的定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性。“我们报纸”是列宁创造的一种新型政治报刊，列宁的报刊论述著作也是特别针对其论述的。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多样化发展，列宁的报刊思想应准确定义为“列宁的政治报刊思想”或“列宁的党报思想”。


一、文章写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1917年10月底到1918年3月是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随后新政权转入政权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18—1920）。《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发表前后的苏俄正处于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内外战争交织、建设与破坏并存的复杂历史变革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聚焦在战争和经济建设上。


（一）内外战争夹击，经济面临崩溃


苏俄凭借《布列斯特和约》从一战中脱身出来，赢得1918年3—7月的短暂国际和平“喘息时机”，列宁既看到苏俄新政权正处在与自己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四面包围的“极不稳定、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又希望借助这些对立国家之间的相互矛盾来为苏俄赢得“和平”建设环境。（列宁，1918b：150-153）这也就是《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所指的“众所周知”“已有定论”的国际局势。（列宁，1918c：91-93，本文引证如出自此篇，均见此注释，不再标注）白军反对新政权的国内战争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同时就已开始，缔约国随后在1918年夏对苏俄发起大规模武装分裂活动，新政权陷入内外战争的夹击中。尽管“隆重的布尔什维克胜利”（Ъарсенков，2008：48）迅速贯穿整个俄罗斯，但经济从根本上被连年的战争和革命所毁坏，“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不可避免，正在逼近”（Ленин，1917：5），俄罗斯已处于经济萧条和饥饿的边缘。“饥饿在折磨人地敲着门”（Ленин，1918d：357），“为面包而战”
 
[1]

 ，列宁在此期间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重申，解决经济问题迫在眉睫。到8月，敌对势力占领了四分之三的国土，苏维埃陷入火线包围圈中，与自己主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供应区分离，工业交通业都被彻底毁坏，农业萧条，“原本处于极端困难状态的苏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Андреев A B，1950：5）。文章发表时的1918年下半年是苏俄历史上所经历的最困难和艰苦的时期之一，战争处于交织正酣和阶段的转换时期（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КПCC，1963：7），也是各方面矛盾冲突最剧烈的时期。


（二）实行国家管控经济的经济建设


[image: picture]


1918年列宁在办公室（П.А.Оцуп摄影）

进行经济建设成为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战争和饥荒的根源。1918 年3月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步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建设”（Ленин，1918c：587）时期，首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改造”（列宁，1918a：123），实现国家管控经济。主要措施有：国民经济国有化、统一调配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经济建设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1918b：158）；以经济建设为目的，“采取最有效、坚决和毫不留情的措施”对劳动群众进行纪律监督（Ленин，1918a：404）等。这些经济措施是列宁此前早已多次探讨和拟订的解决经济困难的基本方法。在1918年3—4月出台《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列宁本打算“缓慢温和”（Ъасвский，1957：15）地逐渐推行国家管控经济政策，但到1918年下半年，严峻的战争形势打乱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规划步骤。在既有的列宁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和取得战争胜利物质需要的双重现实下，苏俄坚决迅速地实行后来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功过两分：在物质贫乏的情况下，集中举国财力物力进行战争，对确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临时性，列宁也承认它不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1921年起苏联用新经济政策取而代之。


（三）文章写作前后的列宁


列宁十分重视报刊工作，与报纸关系紧密。在俄共（布）夺取政权时期，列宁以政党领导人、办报人和报刊撰稿人的多重身份撰写了许多论述党报特性、原则和职能的文章。在文章发表时的新政权初建时期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尽管事务繁忙，列宁还是关注党报作为经济建设工具的作用，撰写了《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伟大的创举》等多篇重要论述文章，但此时期列宁为了实施既定的国家管控经济规划和强行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强加给报纸许多附加功能，完全是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看报刊问题。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由于两次遇刺导致身体每况愈下，列宁有更重要的其他国家事务，无法给报刊问题分出精力，尽管他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一些对报刊的过激要求，但因几乎没有对报刊的新论述，使得后人无法得知列宁关于党报思想的转变。后人对列宁党报思想的认识只停留在新经济政策前，不是完整的列宁新闻思想；加之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报刊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后人出现错误理解、误学误用列宁新闻观的现象。


二、对《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列宁报刊思想的总结与分析


列宁关于报纸的基本和重要的论述著作，除《伟大的创举》外，都完成于《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之前。可以说，列宁的基本新闻观形成于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期，而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只是根据具体社会形势，对报纸的功能进行更新并对原有新闻理论进行扩展。


（一）报纸的政治服务作用


在列宁报刊思想中，“报刊永远为这个或那个阶级服务”（Каверин，1932：12），为政治服务是报刊的基本职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列宁认识到报刊的不同政治作用，但始终未改变报刊为政治服务本质的思想。夺取政权时期，“我们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1901：8）；转入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时期，“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列宁，1918b：172）。为了使“我们报纸的面貌”“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配合资本国有化和国家管理的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向报纸提出“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揭露“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和工厂国有化以后的“落后工厂”、进行劳动纪律监督等要求，谈论的还是报刊的政治服务作用。

列宁一生致力于苏俄夺取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事业，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所以列宁只关注报纸的政治服务作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需和必然。列宁要求报纸反映和解决每个时期主要问题的观点、最大限度地利用报纸为建立和巩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而服务的报刊实践活动，具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并且作为一份政党的机关报，其政治服务作用也是天职所在。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列宁的报刊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的思路是正确的；他批评报刊上“政治空谈”和琐碎日常事务的报道太多，提出“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也是切中时弊的；报纸在经济建设竞赛中公开报道，建立“黑榜”，通过舆论的力量批评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观点，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这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在掌握政权、环境艰难又要极力推行超越历史条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非常时期，列宁报纸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发生了过度激进的变化：如要求将报纸上的“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让“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仿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列宁，1918a：136），将“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了为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纯粹经济生活经验的材料”（陈力丹，2006：431）；将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提高到与司法同等的具有审判惩罚的权力地位，报纸成为防止“偷懒”（列宁，1918a：136）、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这种过分放大报纸的政治性并要求将所有报纸都转变成为政治报纸或政党的机关报、赋予报刊不应有的政府职能、使报刊变成政府的出版文件的做法，限制了报纸的报道、辩论和娱乐等新闻行业的基本功能，“不符合传媒的基本职业规范”，“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程序”（陈力丹，2006：435），导致当时苏俄报刊一度畸形发展。列宁的半句话“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列宁，1918c：91），原意简单明了，原文直译是“一个专政阶级的机关报”，即已经取得政权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的机关报纸，没有任何延伸的含义，但这半句话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引申成“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陈力丹，2006：432）的谬论。这一观点再佐以列宁新闻理论的高冠，被“四人帮”拿来恶意误用，这种引证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新闻学文章中还持续了许多年。


（二）报纸的社会教育作用


列宁认为报纸的社会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与群众不断增长的不正确觉悟与思想做斗争”，使其适应不断提高的社会要求；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报纸不应缩小读者的视野——把读者局限在自己地区、工厂、农庄的事件中，而应提高读者的视野，将自己的工作与相关部门的无产阶级斗争国际事件联系起来”（Каверин，1932：22-33）。报纸“对人民进行切合社会需要的社会教育，同时又是揭示和传递新经验的工具”（Ъережной，1960：36）。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报纸的社会教育作用体现为“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

列宁在与《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关联的另一篇文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第10章中，明确指出报纸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工具之一”，更详细地阐述了报纸的社会教育作用：应“经常教育多数人提高”劳动纪律、劳动强度和劳动标准；要“把报纸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通过报纸，把“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使之“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列宁，1918a：135-137）；利用报纸提高群众对劳动监督政策的觉悟，教育群众适应和积极投入到新形势下的经济建设中。但是列宁通过报纸而树立的“榜样的力量”的报刊思想是有局限性的。列宁是为了强行推行一种新的国家管理制度和经济建设政策而要求报纸为全民树立一种“榜样的力量”。虽然通过报刊舆论宣传，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基本生活条件都难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很难推广精神上的榜样，榜样本身也难以维持其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三）公开报道


列宁的报纸公开报道原则有两方面含义：揭露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和报道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各种事实。

列宁认为取消商业秘密“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列宁，1917e：198），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管控经济的一种有效方法。基于此出发点，列宁坚持不懈地利用报纸传播揭露“商业秘密”的思想。仅1917年5至6月的一个月时间，列宁就在《真理报》报上接连发表了四篇号召揭露资本家“商业秘密”的文章，文章指出：“揭露资本家是制服资本家的第一个步骤。”（列宁，1917a：172）；“不取消商业秘密”监督就是空谈（列宁，1917d：367）；要取消国家国防特殊业务的“商业（包括银行）秘密”（列宁，1917b：287）；“要取消商业秘密和秘密银行，立即对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实行监督”（列宁，1917c：364）。《真理报》随后被停刊，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号召报纸公开报道“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是列宁揭露资本家“商业秘密”思想的延续。

列宁以实现国家管理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为出发点的坚持揭露“商业秘密”（列宁，1918a：136）的愿望是好的。列宁在以“新经济”政策纠正“战时共产主义”这一错误政策后，他是否改变了报刊要揭露“商业秘密”的看法，因其后期关于报刊的论著极少，我们也无从知晓，只是列宁此后再未批判过“商业秘密”。在引证列宁关于报刊要揭露“商业秘密”、公开报道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列宁此观点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局限性。按照经济规律，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的“商业秘密”，无论是国有或私营企业的，都是该企业的重要经济资源，媒体公布企业正常的“商业秘密”是一种新闻侵权行为，违背媒体的职业规范，也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列宁公开报道的第二个含义是公开报道劳动事实，既报道新经济建设各方面的正面“事例”“典型”“成绩”，又“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列宁，1918a：136）在报刊上建“黑榜”公开揭发典型落后工厂“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在全俄国面前公开揭露“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抨击“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利用报纸公开报道，检查取得成绩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等。列宁认为“公开报道”“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列宁，1918a：138）“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1917f：16）列宁这层“公开报道”的意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显地含有人民知晓权的意识，这是很宝贵的思想。……列宁要求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对我们现在的媒体工作都有指导意义”（陈力丹，2003：74-80）。


（四）大众的报纸——群众是报纸的基础


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从报刊如何成为经济建设工具的角度来谈报纸是如何把国家经济建设政策传输给群众、在群众中贯彻执行、通过舆论掌控群众的。为更好地达到此目的，列宁要求报纸的报道内容要来源于群众生活、贴近大众：少政治空谈，少书生议论，“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基于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报纸要贴近群众、在群众中广泛行销的要求，1921年内战结束后，俄共（布）中央发布《地方报纸规划》通告和《关于加强地方期刊的决议》（Сб.О партийи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радиовещани и ителевидении，1972：67-71，75-78），大量发行面向广大群众的报刊。这体现了列宁的报纸群众性和普及性思想。报纸应是大众的，要被广大群众接受、认知并到达广大群众，应寻找和广大群众相联系的通道并拥有这种通道。报纸要“能掌控群众，向群众传输党的影响”（Aстров，1924：30），是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的工具（Ctалин，1923-05-06）。此外，列宁还提出，应在报纸自己面向的阶级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报纸建设。当然，列宁的报纸大众性思想是建立在报纸政治服务作用基础上的，但如果单纯从媒介管理角度进行分析，列宁所说的报刊大众性思想是在讲述媒体报道内容的来源、如何到达受众群并与之互动、如何建立报刊影响力的问题，也是现代媒体所普遍要解决的问题。列宁的“群众是报纸的基础”思想即便是在现在，无论对于政治媒体还是其他媒体，还都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三、对文章考证的结论


在考证的过程中，通过对列宁共计28篇论述报刊的文章和与《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相关历史背景及文献的梳理、对列宁报刊思想的总结和分析，得出本次对《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考证的结论。


（一）文章的出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第10章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共13章，以口授笔录的速记形式成稿于1918年3月23日-28日，是列宁为俄共（布）党中央委员会讨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而做的讨论提纲。列宁对初稿不满意，很快以《苏维埃政权现时期首要任务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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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题重新撰写，即后来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但手稿仍保留“苏维埃政权现时期首要任务提纲”这个题目（Лeнин，1918b：165）。到1969年出版俄文《列宁全集》第五版时，第1至第3章和第4章还未找到。后证实“实际上不存在”。（列宁，1918a：551）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第10章（从论述报纸开始到该章结尾）首次发表在1929年4月14日的《真理报》第86期，成文早于《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但发表时间晚于后者。它主要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论述对劳动群众进行纪律监督、报纸在新时期的特性和功能、民主集中制三个问题，其中关于报纸的论述部分占据了该章的绝大篇幅。列宁在此文中明确报纸是经济建设工具的新时代职能，当前报纸的首要任务是在经济上重新组织和重新教育群众的社会教育作用，以及在组织竞赛中进行公开报道。列宁还详细阐述了报纸如何实现从报道普通政治新闻的工具向经济建设工具转变，解释了少些政治新闻多些经济报道的原因，并具体界定了报纸应报道的内容，对报纸从外在报道形式到内在实质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第10章涵盖了《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的全部主要内容，而《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则重点编辑了初稿第10章中关于报纸如何报道的内容，对其他内容，如对报纸的许多明确的定性论述，或是隐去，或是一笔带过。初稿第10章的阅读群体是党内领导人，《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的读者群是广大群众。对比两篇文章不难发现：《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是以一种适应大众的修辞体和论述方式，对《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草稿第10章报纸论述部分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的重新编辑。


（二）文章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并非对报纸长期的定性


列宁一生中涉及报刊的著作有近30篇。对报刊的政治作用，从报刊是党的组织者到报刊是经济建设工具，列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具体运用。“我们报纸”的职能，是紧密配合历史环境的需要而变化的，其在每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由该时期党所面临的具体条件和任务所确定”（Actpoв，1924：32-37）。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主要论述了苏俄转入经济建设阶段时报纸的报道内容和任务，并不是对报纸长期不变的定性。为配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需要，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表现出的一些激进报刊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在引证列宁新闻思想时，要根据列宁思想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辩证地理解，要接受历史教训，避免以错就错，更要避免错误地引申运用。比如，就“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观点，斯大林在《真理报》上专门纠正过尼古拉夫的误解：“过分强调报纸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报纸组织作用高于党的领导作用。”（Cталин，1923-05-06）当时，列宁虽把报纸的作用提高到一个特定的高度，但实质上列宁还是把报纸当作俄共（布）政党的建设工具来阐述其组织作用的。


（三）列宁报刊思想应准确定义为“列宁的政治报刊思想”或“列宁的党报思想”


“我们报纸”是一种“新型的报纸，列宁赋予我们报纸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与所有其他报刊的特征和原则有着深刻的区别”（Ъережной，1960：3）。列宁在首篇论述报纸的文章《从何着手？》中就明确定义“我们报纸”是政治报纸：“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报纸”。（列宁，1901：6，7）“报纸要成为各个政党的机关刊物”（Ленин，1905：101），显然列宁是把报纸作为各个政党的党报进行论述的。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列宁批评“我们报纸”“不像一份革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明确界定了“我们报纸”是政党的机关报。“所有列宁建立和领导的报纸、所有布尔什维克报纸都具有和将具有严格的党性”（Каверин，1932：15），明确声明俄共（布）党和苏维埃报纸的政治报刊倾向。在1918—1920年，列宁把苏俄报刊由原来的多党报刊改变为“苏维埃一党报刊”（Овсепян，1999：48），列宁“我们报纸”的功能可见也由集体的组织者、宣传员和鼓动员转变为国家经济建设工具。从报纸的特性、原则和功能上分析，列宁所创造的“我们报纸”是俄共（布）党或政府的机关报或政治报刊。

苏联学者称列宁为“党报的编纂者和组织者”（Крупская，1932/1956：3）以及缔造者。苏俄时期的学者对列宁报刊思想的研究著作大多在题目上就已明确是列宁关于党报的报刊思想，如Krupskoya N K的《列宁——党报的编纂者和组织者》、Berezhnoy A F的《党—苏维埃报历史：列宁工作的意义》《列宁——党苏维埃报刊的缔造者》等。其他研究著作也在著作的内标题或行文中加以说明。在Bystriansky V所著的按主题分类的《列宁著作分类指南》中，明确把列宁所有涉及报刊思想的文章以“党的报刊（Партийная печатв）”（Ъыстрянский，1924：87）为题归类。

可见，列宁对报刊的论述是特别针对他所创造的这种新型政治报刊的。列宁的报刊思想，准确地说，应该是列宁关于政治报刊的思想。在时隔百余年的当今社会，我们既要肯定列宁的报刊思想的历史贡献，肯定其中一些思想至今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又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和平建设时期，一些列宁的报刊思想已不能适合新闻传媒发展的需求。在新时期，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多样发展，我们在引证时，应该对列宁的报刊思想进行准确的描述：列宁的政治报刊思想或列宁的党报思想。如再简单地使用“列宁的报刊思想”，容易被误解为列宁对所有类型报刊的论述，会造成以偏概全的错误，也曲解了列宁思想的本意。


（四）题目的重新翻译：《论我们报纸的特性》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俄文原文题为《o характеренаших газет》。“Характер”（Ленин，1918e：89）可指人可指物。在指人时，表示是人道德和心理特性的总体体现，中文可译为（人的）性格、性情和个性等，俄汉字典中给出了详细的解释，翻译时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歧义。Характер在指物时，俄汉字典统译为“性质、特征”（《大俄汉字典》，2001：2539），未做再进一步详细的释义。查俄文的《俄语词典》和《俄文释义词典》，都有详细的注解，指对事物“主要外部特征，或对内外部特性的准确、明了、简洁的描述”（ОжеговCИ，1975：790）。Характер在指物时，有重点指该事物内部特性在外部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特性或特点”（ДалъB N，1955：542）的含义。再看本文，列宁没有直接对我们报纸的性质进行论述，而是指出我们报纸的本质在经济建设时期应该在报道内容和功能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性，故而本文题目翻译为《论我们报纸的特性》更确切些。甚至还可以考虑像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手稿中一样，再加注“现时期”三字：《论我们报纸（现时期）的特性》。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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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列宁在1918年11月6—9日在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大会上的讲话，同年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以《为面包而战》为题将该讲话内容出版专著。此后，“为面包而战”与“为社会主义而战”一起，成为著名的列宁口号。


 [2]
 在《列宁全集》1985年中文版第34卷中翻译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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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者注）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上。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新中国与旧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再者，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界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但是，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了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2001年6月


序言　从“版主”到学者的理论升华之路

彭兰

在国内众多的网络传播研究者中，曾凡斌的经历显得有些特别。他的第一个专业是财政学，毕业后曾在广州某公司工作，1998年开始接触互联网，1999年他成为国内著名的时政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版主。他是从“强国论坛”的网民转变成版主的，那个时候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钢铁”。2001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全日制硕士学位，但就读期间仍继续以兼职版主身份参与“强国论坛”的管理。

曾凡斌的硕士生导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闵大洪老师。闵老师是中国新媒体新闻传播研究的拓荒者之一，也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代表，他对中国互联网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同时也深度参与了网络媒体的实践。在闵大洪老师的指导下，曾凡斌不仅完成了从财政学向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转变，也迅速进入了新媒体传播研究者的新角色。

2004年毕业之后，曾凡斌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从助教，讲师，一直到现在的副教授。他的努力与专注，使他成为多产的学者。

2012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作为他的导师，我见证了他的好学与勤奋。尽管是在职攻读，但他三年就拿下博士学位，其间还不断有成果发表。他有很好的基础，但对博士论文还是精益求精，反复打磨，论文《互联网使用与中国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于2017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专著《付费电视的购买意愿研究》，这是非营利民间传媒智库泛媒研究院（PMI）在全国公开招标的课题项目成果，曾凡斌能够中标，也证明了他的研究实力。

尽管他在互联网领域里最早的身份是实践者，但在2001年就读硕士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学术研究，尤其是基于实证方法的研究。这也许与他在第一个专业上受到的训练相关。而他研究的课题，多是与互联网政治相关的话题，这或许是“强国论坛”的版主经历给他留下的印迹。他持之以恒地观察着互联网与中国政治演进进程的互动，为我们记录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新的政治景观，并引发我们的思考。他的研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多年的研究中，他的视野不断拓宽，理论素养不断提升，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厚重。

至今，曾凡斌已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也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传播与社会》杂志发表过论文。作为负责人，他主持了多项省部级项目。在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上有多篇论文发表并屡屡获奖。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一书是对他博士阶段的研究的扩展。他在更广阔的视野下，以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探究了互联网使用、现实政治参与及网络政治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从中国的中间阶层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也加入了更多学科理论的支持。书中的一些章节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本书是他过去多年研究的累积，也是他作为学者在理论升华之路上的一个新标志。

2016年，经过重重竞争，曾凡斌入选2017—2018学年度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其研究的项目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研究”。他于2017年9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访学一年，在著名华人传播学者潘忠党的指导下进一步深造。拥有了国际视野的他，相信未来将有一个新的跨越。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

1.1.1　研究背景

截至2017年3月4日，全球有3，696，238，430个网民。
[1]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也在不断跨越式地发展。2000年2月，中国网民只有890万，而到2011年9月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
[2]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较2016年底增加283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6.3%，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

互联网的发展引发了大量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所撰写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卡斯特从全球视角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他认为，“网络在信息时代社会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展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3]

 ，“在网络社会里，由于信息与沟通主要借助多样化的综合性媒体系统，政治逐渐在媒体空间中表现。领袖权被人格化了，而创造形象就是创造权力……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中，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为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
[4]

 。卡斯特的分析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一道共同形塑当今这个社会的。

在互联网影响政治的各种形式中，政治参与是其中重要一环。在西方社会里，政治参与有多种形式，从投票选举代表，到参与政治团体，甚至参与合法或非法的示威，加入这些政治参与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同时，政治参与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非常之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5]

 ，亨廷顿的观点是，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不相匹配，那么过度的政治参与将会带来政治的不稳，政治参与的缺乏则会导致现实矛盾被不断掩盖，最终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孕育更深的矛盾。

在我国，政治参与也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包含方方面面，有研究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影响的，也有研究是什么因素影响政治参与的。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参与多和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兴趣、政治态度等相关，而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发展，首先，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质量提供了廉价、快捷的渠道。其次，互联网拥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质，其互为主体性、跨地域性、去中心化和去时间性等特质造就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独特影响。这种影响改变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运行模式。传统政府运行模式中各层级之间信息的交流沟通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传递是呈网络状的，并且呈现出去中心化，传统政府直线型的信息沟通方式正在被网络所取代。最后，互联网导致传统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网民不再是单向地、被动地接受信息的受众，而常常主动地利用互联网发布自己的信息，制造强大的网络舆论，这对政府处置网络突发事件甚至舆论引导能力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互联网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的状况与发展，而互联网的功能及经由它传播的信息是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也因此成为政治参与研究的新课题。

1.1.2　文献综述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涉及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三个方面，因此相关文献综述也沿着这些方面展开。

一、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


（一）国外的研究


在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上，国外研究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减少现实政治参与。这类研究多处于互联网发展的早期，认为互联网同其他媒介一样主要用于娱乐，使现实社会交往时间减少，最终导致现实社会网络的削弱或损害，以及现实社会活动参与度的降低。
[6]



其二，认为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无关。这类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如互联网使用时间等，与现实政治参与无关。
[7]

 有学者从互联网使用的信息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有效的政治信息尚不一定能促进现实政治参与行为，无效的政治信息就更不能促进现实政治参与。互联网信息对现实政治参与的无效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互联网时代政治信息爆炸，造成人们失去耐心；二是网络上低门槛的无效政治讨论、不需要专业知识储备的随意评论，带来政治知识扩散有效性的降低。来自美国东北部城市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线论坛的跟帖讨论往往是各说各话，支离破碎，难以形成有效的意见协商。
[8]



其三，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增加现实政治参与。这是目前多数研究者持有的观点。
[9]

 在有关互联网使用增加现实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增加现实政治参与只发生在那些原来就对政治参与感兴趣的人当中
[10]

 ；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也能促进原来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的人进行政治参与
[11]

 ，互联网海量的、多元的信息，新的表达渠道等，都有可能促进那些原来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的人进行政治参与。

这几种观点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用本身存在发展变化。此外，对互联网使用的分析角度不同也会带来观点的差别，如将互联网使用细化为互联网使用时间、互联网使用经验、互联网使用工具、互联网使用方式等。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上。例如：黄荣贵和桂勇的研究发现互联网有利于集体抗争
[12]

 ；郑风天等发现互联网能促进群体性事件的扩散
[13]

 ；陈云松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6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14]

 。这些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互联网使用直接促进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有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是通过中间变量而发生的，如王衡和季程远基于1953名网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目的和信息偏好会影响网民政治态度，进而影响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因而互联网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反体制性”
[15]

 。

二、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和影响研究


（一）国外的研究


国外很多研究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是正相关的。例如，Wellman等人发现，网络互动对人们的面对面交流以及电话交流起到了补充作用，最终导致人们自愿形成团体，进行政治参与，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是正面相关的。
[16]

 还有学者指出网络政治活动可以视作对现实政治参与的重要和重大的预测因素。
[17]



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正相关基于渠道互补理论（Channel Complementarily）。该理论认为人们虽然使用不同的渠道来获取信息，但是目的是相似的、互补的。例如，获取一定范围的网络信息的人，也会更容易在现实媒介中获取范围相同或相似的信息
[18]

 ，也就是说，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人们，也更容易进行现实政治参与。该理论从选择性接触理论（Selective Exposure）和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发展而来。选择性接触理论指出，受众对媒介的接触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他们往往从自己原有的意见、观点和兴趣出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传媒及内容；同时，受众会更加倾向于接触与自己原有态度较为一致的信息，而尽量回避那些与己见不合的信息。因此，受众消费的媒介信息内容符合受众本来就有的立场预设，而这些信息反过来又加强了他们的立场预设。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其已有的传播目的
[19]

 ，媒介的选择是通过受众的意向性，即通过受众的期望和需要来实现的。在选择性接触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渠道互补理论认为，受众在使用某一媒介渠道来实现某一功能后，也会使用其他的媒介渠道来实现同一功能。例如，对政治感兴趣的受众，会更多地读政治方面的报纸新闻，看政治方面的电视新闻，听政治方面的广播新闻，浏览政治方面的网站。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在功能上高度相似，因此，倾向于网络政治参与的人，也会倾向于现实政治参与。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相关研究也开始探索社交媒体对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过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部分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动员作用，强调其独特的贡献
[20]

 ；部分研究则批判这种乐观观点，强调社交媒体并不会导致现实政治参与；更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只会导致懒汉主义，即社交媒体仅实现短暂的自我满足，而对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很少产生影响
[21]

 。有研究者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在2012年韩国总统竞选中，对1230名被访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使用与网络和现实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正相关，而与集体政治参与无关；社交媒体中的社会交往仅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正相关，社交媒体中的娱乐使用则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和集体政治参与都呈负相关；政治效能感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交使用对网络和现实政治参与的表达参与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这一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主要局限在表达参与中，而其影响又受制于用户的政治效能。
[22]



在使用方法上，国外的这类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调查法，包括RDD调查（Random Digit Dialing，电话号码随机生成）、网络调查及其他调查。Boulianne的一篇对互联网使用和政治参与进行元分析研究的论文指出，在38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中，有21篇使用RDD的样本调查，8篇使用网络调查，7篇使用分布式数据库的DDB生活方式的调查（DDB Life Style Study）。
[23]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有关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对互联网使用的相关变量及政治参与的相关变量分不同时期、不同规模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无疑能够对中国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和结论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国情，这是因为：（1）政治参与的特点不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大多是民主选举制，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制度的不同使得政治参与的形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西方的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在于能够进行竞争性选举，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同。（2）互联网使用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互联网使用在信息浏览上是较少限制的，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在防火墙技术之下，有一部分信息根据中国国家法律和相关机构的规定是被屏蔽起来，不能访问的。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有从定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例如，杨国斌将舆论形式与舆论实践链接到中国的网络空间来进行研究，把中国网络看作集合创意、草根社区、冲突和控制的竞技场。
[24]

 杨国斌的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都看作网络抗争，这过于泛化政治参与活动，实际上网络政治参与有诸如公民建议、参政议政等诸多表现形式。也有研究从定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例如，潘忠党等（2012）通过对我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调查，发现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25]

 潘忠党和郑兼文通过对一个全国调查样本中获得的7个主要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除了资源占有和心理条件的变量外，社会网络和互联网使用的变量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表达参与都高度相关。
[26]

 还有研究将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如周葆华以厦门PX项目事件为案例，进行实证调查与质化访谈，发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以政治讨论这一“话语参与”方式为主，网络参与亦上升为重要渠道，而体制型参与的比例较低。
[27]



此外，相关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既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如周巍、申永丰指出：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联系政治系统及社会的桥梁，拓展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其次，互联网较少受到政治控制，通过互联网参与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成本与风险比较低，这些特征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能力；再次，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平等性以及网络言论的多元性等特征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28]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博客、维客、播客等在线平台都成为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扩大。
[29]

 这些研究则反映出相关研究者对互联网影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注。

三、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一）国外的研究


在早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们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概念阐释，提出了不少假说。如宾伯（Bruce Bimber）的《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深入探讨了互联网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30]

 近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运动、集体抗争，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Larry Diamond将互联网、移动电话称为“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认为它们使公民能够表达意见、发动抗议活动，并拓展了自由的范围。
[31]

 Garrett将互联网对抗争的影响分为三种类型，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互联网作为框架化工具”。
[32]



在实证研究方面，Solop认为，数字民主指将互联网技术引入政府运行和民主制度中，例如通过互联网公开政府信息、进行网络政治动员和电子投票等。他研究了美国首次全州范围内的网络投票，即200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初选，发现网络投票致使投票人数激增（增幅明显超出其他州），并且相对于其他投票者而言，网络投票者更具政治效能感。
[33]

 Norris将那些有关“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观点分为两类：一是动员论，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导致新的政治行动主义；二是强化论，认为互联网将强化（而非转变）既有的政治参与模式。在考察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的基础上，Norris提出了强化的总体模式，即基于互联网的政治行动者常常是那些兴趣强烈、信息掌握充分和经常参加各种选举活动的公民。Norris发现，互联网并没有将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者卷入。
[34]

 Bimber通过研究1996—1999年美国互联网使用数据却发现，使用互联网对投票参与没有影响，接触互联网和网上政治信息只能增加公民政治捐赠的可能性，而这属于政治动员功能。
[35]

 而Tolbert和McNeal通过调查数据和多变量分析研究1996年和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发现，即使是控制了社会经济变量、政党身份、态度、传统媒介使用和所属州变量，结果仍是使用互联网和接触选举信息的人更愿意去投票。
[36]

 Shah等人则发现，使用互联网与人际信任、公民参与和政治满意度正相关。
[37]

 Weber和Bergman发现那些使用电子邮件和聊天室的人更愿意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38]



Kimmo在研究中发现，25~34岁的人借助网络媒介获取政治信息更为普遍，而且公众通过网络搜寻政治信息的行为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
[39]

 也有学者发现18~24岁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搜寻政治信息并与政治官员联系。
[40]

 在此基础上Michael Xenos和Patricia Moy指出，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人更倾向于在网络上接触政治信息，而性别对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的影响并不显著。
[41]

 即使如此，关于性别和收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有学者发现男性更倾向于网络政治参与
[42]

 ，也有学者根据其研究指出女性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
[43]

 。至于收入方面，Brian S．Krueger根据研究得出结论：家庭收入的增加事实上会减少公众参与在线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低收入群体更趋向于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参与政治讨论。
[44]

 具体到网络政治动员，Josh Pasek等人则指出，社会经济身份指标与在线政治动员呈现弱相关，其中收入、性别、种族和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据以预测公众是否接收政治组织的在线邮件。
[45]



最近的研究也有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的，例如，英国学者Aeron Davis概括了网络对政治参与的负向效应：网络的功能丰富，致使公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网络上的个体偏好整合困难，阻碍了公共协商和公益目标的达成；网络孕育了数字鸿沟，加上利益集团对网络的信息集权与话语垄断，以及政府关注网络服务供给而忽视与公众的网络协商等，致使网络政治参与的代表性难以保障。
[46]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很多属于思辨的研究。如赵春丽所著的《网络民主发展研究》认为：网络具有民主的潜质，网络民主能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网络民主能够增进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二者也存在着冲突，具体表现为“存在网民做主与人民做主的矛盾，自由至上与民主集中的紧张，传播无序与稳定发展的冲突，文化多元与效益意识形态的矛盾”等。
[47]

 严冬通过对2009—2013年的“网上两会”进行分析，发现“网上两会”是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独有的网络民主实践形式的。“网上两会”不是投票选举、提案和民主决策，而是民众通过网络监督政府行为，试图对政府决策形成一种导向。网络民主不能独立成为一种民主模式，仅是对现行民主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48]

 有学者则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本质上源于现实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冲突。
[49]



在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专门针对特定群体的研究。例如，曹雅丽研究网络时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状况，指出把握其宏观发展方向和微观特征表象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0]

 宋争辉指出网络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1]

 王雁等通过对浙江省高校近500名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及其政治社会化的真正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信念型动机与利益型动机是目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两大主要动机，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参与的“缺位”问题，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尚待进一步培育。
[52]



1.1.3　本书研究的问题

总的来说，国外研究过多关注现实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的互动，而没有分析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之间，互联网究竟产生什么影响。国内研究把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局限于网络政治参与，而没有考虑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网络政治参与，从集体行动、抗争理论的角度探索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场域和社会动员问题
[53]

 ，这些研究多从公共舆论的角度去研究网络政治参与。这些研究都有局限性。事实上，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互动、互联网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应该分门别类进行分析。为此，本书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是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互联网使用是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的现实政治参与的？互联网使用是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互联网使用在具体的、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中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4　本书的意义

本书的理论意义是分析互联网使用如何与其他变量共同影响政治参与，并构建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理论模型；探索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受互联网影响的途径有何异同，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通过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现实的意义是探索如何规范网络政治参与，如何扩大中国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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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书的重点和难点

本书的重点是互联网使用与现实和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现实和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的影响。

而本书的难点是互联网使用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如设计调查问卷并对问卷中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难度较大；相关理论框架较多，将这些理论整合到一个系统中来，难度也较大。


1.3　本书的主要创新

本书有以下方面的创新：

研究目标新。一方面可以形成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比较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互联网管理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为传播学及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研究内容新。本书研究互联网使用、现实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影响这些变量的各种中介变量；本书还涉及选举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其分类是以往研究所没有涉及的。

研究方法新。本书从多种理论视角切入，采用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鉴于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政治与网络民主的研究理论性、推理性居多，实证性研究较少，本书在采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大了实证分析的比例。本书还采用案例分析法、类型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有力地补充了定量分析方法的不足。

研究角度新。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网络政治参与本身，实际上就是网络言论的表达。本书既包括现实政治参与，也包括网络政治参与。其中，现实政治参与包括中国社会十分关注的选举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细分为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另类网络政治参与。


1.4　本书的研究方法

这里仅从宏观角度对本书的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陈述，后面在各章节会介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对研究方法的代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及选择依据进行论述。

问卷调查法。采用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案例分析法。这里的案例分析，指的是以互联网使用为线索，分析迄今为止的典型的公民利用互联网参与政治的案例，挖掘不同的互联网使用中政治参与的特点与影响。

二手数据分析。借助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城市和农村的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分析。
[1]





注释：


[1]
 本书相关部分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感谢这一项目的主持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协助。


1.5　本书的基本概念说明

1.5.1　政治参与的定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话语中，“参与”指公众通过表达意见，对政治、经济、管理等社会决策施加影响的相关过程和机制。所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参与演变为参与型经济
[1]

 ，发生在管理领域则演变为参与式管理
[2]

 ，而在政治领域则成为参与式民主
[3]

 ，即政治参与。国外学者Arnstein把公民政治参与定义为一种相关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再分配可以使暂时被政治经济过程排斥在外的无产者，在未来加入政治经济政策制定过程”
[4]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参与的概念变得更加宽泛，政治抗争等也被包括进来进而演化为合法性政治参与行为的一部分。
[5]

 而最为经典的定义要算亨廷顿和纳尔逊提出的“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6]

 。

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如王浦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决策过程的行为。”
[7]

 该定义的特点是强调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其他的定义则未将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进行区分，如邱永文将政治参与定义为：“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
[8]

 也有人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影响政府活动的行为。”或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孙关宏和胡雨春则指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和由公民组成的团体，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府决策及与之相关的公共生活，政治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影响或改变政府决策。”
[9]

 文晓明、王立新指出，“政治参与是既定政治系统内的社会成员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或实现利益最大化，根据该政治系统认可的法律、程序和规范，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式选择政治领导人、影响政治决策、监督决策实施等整个政治运行过程的政治行为”
[10]

 。国内有学者还指出政治参与不是公众参与，如俞可平认为，“公众参与，又称公民参与或公共参与，指的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
[11]

 。杨雪冬认为，“公众参与是比政治参与范围更广的领域”
[12]

 。

以上相关定义显示，从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进行的对政府决策或行为的影响活动，而不包括政治工作者以职业身份进行的政治活动。从客体来看，政治参与要影响的是政府的决策及活动，而不是所有的政治活动，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公众参与。从参与方式来看，既包括合法的也包括不合法的政治参与。从表现形式来看，政治参与是行动，而不是心理和态度。另外，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研究中，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所谓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由政权所认可的并由法律及相关制度所规定的合法的参与方式。
[13]

 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是指相关制度规定之外的参与方式，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也可能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参与方式，在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中国，将这些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涵括在研究之内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或普通公民身份的主体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自发或受他人策动而做出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或行为的行动。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虽然政治工作者以职业身份进行的政治活动不属于政治参与，但是当其不在工作岗位上时，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的政治活动则属于政治参与。第二，虽然本书不鼓励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是由于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着互相转化的可能，因此探索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利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这里要明确的是，一些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里，因为它突破了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底线。第三，政治参与是客观的活动，而非主观的政治知识、政治兴趣、政治能力、政治效能以及对政治相关性的认识。虽然它们可能与政治参与相关，但是本书只有一个因变量，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参与，其他主观成分可能是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或者是影响因变量的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第四，政治参与包括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这是因为大多数政治参与者难以实现其目的，只有某些政治参与者能实现其目的，如果仅考虑实现目的的政治参与，则必将使政治参与的外延大大缩小，不利于实际的研究。第五，政治参与既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由于自发的和受他人策动的政治参与的动机和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对其区分有利于更好地研究。

1.5.2　有序政治参与

魏星河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界定是：“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它包括各种利益表达、利益维护的行动。这种活动是依法地、理性地、自主地、适度地对公共事务或政府决策进行个人或集体意愿表达的行为。”另外，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还包括没有直接法律依据，但可能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不会给现有政治秩序造成危害的行为。因此，从广义上说，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包括两部分行为：依法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有秩序的政治参与行为。
[14]

 相关学者则指出，有序政治参与包括合法、秩序、理性、适度四个方面。
[15]



有序政治参与在我国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议题。
[16]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认可了民营企业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允许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就使民营企业主有了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17]

 。2004年，“公众参与”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它要求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十六大以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强调公民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对政府管理过程施加影响。
[18]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19]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于政治参与的途径做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更加突出地强调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规范化。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行驶自己的权力，因此人大体制机制上的建设，对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就是报告所特别强调的“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的重要举措。
[20]

 为此，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本书研究的现实指向。

与有序政治参与相对应的两个概念为政治参与冷漠和无序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冷漠既是一种政治行为，即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即对政治生活和政治问题的漠不关心。导致公民政治参与冷漠的原因通常有两种：一是泛政治化使公民对政治反感而失去信心，认为现有的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随即对政治生活采取了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二是公民认为现有的政治机构能够很好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动力。与政治参与冷漠并存的另外一种非常态政治参与是无序政治参与。无序政治参与指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是被动的、缺乏理性的，甚至是违法的，主要表现为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围堵政府驻地、阻塞交通等群体性行为。无序政治参与还表现为消极参与和制度外参与。此外，公民参与组织化程度低，也会导致无序政治参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不够发达，使得一些公民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一旦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些公民往往就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引起各方注意。而我国一些政府机构习惯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从而将政治参与导向更加无序的状态。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既有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参与，也有非制度化的无序政治参与。所谓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参与包括：（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党内的参政议政活动；（2）执政党在非政府组织中建立党的支部，吸纳社会精英入党；（3）信访制度；（4）行政过程的政治参与，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听证会、开放式会议以及其他公民参与决策的活动和行为；（5）在基层社区和乡镇开展的公民选举和自治活动。而非制度化的无序政治参与包括：（1）个人接触；（2）越级上访；（3）集体上访；（4）群体性事件；（5）抗拒行为。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改进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参与，并促使非制度化的无序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化。

1.5.3　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所有的政治参与都是现实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定义是一致的。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后，西方国家就将政治参与分为现实政治参与（也称线下政治参与，英文为offline participation）和网络政治参与（也称线上政治参与，英文为online participation）。在本书中，现实政治参与分为选举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以及一般政治参与。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李斌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府及政界人士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
[21]

 。郭小安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就是公民借助于网络这个新型媒介影响政治生活的行为。其表现形态为网络政治交流、网络政治谣言、网络政治传播、网络政治宣泄、网络政治选举、网络政治结社等”
[22]

 。赵春丽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指现代公民以虚拟的网民身份或者以网络社区的形式发表政治主张、政治意愿，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监督行政管理的活动，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定和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参政行为”
[23]

 。基于这些研究，本书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定义为：在网络上发生的普通公民或普通公民身份的主体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自发或受他人策动而做出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或行为的行动。网络政治参与又分为网络舆论监督型网络政治参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和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在后面具体章节会讨论其具体的含义。



注释：


[1]
 ALBERT M，HAHNEL 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rticipatory economic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2]
 HECKSCHER C.The failure of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J］.Th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1996，13（3）：262-263.


[3]
 ROSS C.The leaderless revolution：how ordinary people can take power and change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M］.London：Simon&Schuster，2011.


[4]
 ARNSTEIN S R.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69，35（4）：21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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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书的框架以及逻辑关系

1.6.1　本书的框架

第1章绪论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背景、以往的研究概况、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书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创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本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最后介绍本书的基本研究框架。

第2章是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政治参与。本章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市数据进行研究。对于城市来说，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有正面显著影响，而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中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有正面显著影响。在城市居民中，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毫无影响，而在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仅有看电视时间（频率）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影响，还是负面的。这表明，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要看城市居民是否关注新闻，而不是看其接触时间的长短。社会资本和媒介新闻接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有正面影响。

第3章为媒介使用与农村政治参与及与城市数据的对比。本章主要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农村数据进行研究。本书发现，一方面，在影响农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各变量中，社会资本的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社会网络因子、互惠因子全部或者部分地起到正面显著作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而言，传统媒介如报纸和电视的使用频率、新闻的关注都起正面显著作用，但新兴媒介如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却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起负面显著作用。另一方面，在农村的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却有正面显著影响。本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的状况与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本章还将农村的数据及其分析结果与城市的数据及其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

第4章为互联网使用时间、使用方式与公民现实政治参与。本章分析了广州网民的现实政治参与情况，并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对互联网使用时间、使用方式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探索。通过对随机电话调查及配额网络调查共同生成的1494个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即使是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广州，其网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并不是很高。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现实政治参与无关。互联网使用方式中的上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与现实政治参与呈负相关，而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和意见则与现实政治参与呈显著的正相关。因而，在网上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和意见的网民虽然只是全体网民中的一部分，但却是全体网民中现实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人群。因此，掌握网络上的舆论，即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和意见，实际上就掌握了现实中的政治参与积极网民的主要意见。

第5章为互联网使用工具与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本章分析互联网使用工具对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十种工具可归为三类：信息的交流沟通工具、信息获取工具、信息发布工具。其中即时通讯可促进网民的“弱关系的强度”；电子邮件使网民更方便、高效地参与政治；论坛/BBS使网民更好地表达意见，形成公共讨论空间；网络签名可促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及网络抗争；博客/个人空间作为个人建立的简易平台，是私人日记和公开发表相结合的场所；社交网站扩展了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增加了社会资本；微博的去中心化具有动员和组织的作用；微信的特点是信息的及时发送、及时沟通，网民通过政务微信和朋友圈进行参与，属于直接参与，影响力强；搜索引擎（主要指人肉搜索）可进行隐私披露与舆论监督；建立网站则可以发布新闻，承担网上的非政府组织功能。

第6章是互联网使用对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章指出，在很多国家，互联网已经成为选举政治参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候选人建立起他们的网站并提供各种服务和功能，越来越多的选民、新闻工作者和积极分子访问网站，获取信息，并相互沟通。与国外情况不同，互联网对我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是让选民了解选举新闻、立法信息等。未来可通过以下方式促进互联网使用对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通过对人大代表的考评，形成对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通过互联网建立人大代表的工作业绩查询平台，将人大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向选民公布，便于选民与人大代表联系；在人大会议准备阶段，可以在网上公布会议程序，让人大代表通报自己的参会准备情况；在人大会议过程中，可以将开会的过程通过网络视频或网络文字的形式向选民公开；在人大会议后期，人大代表将自己的履职情况以及履职效果在网上向选民公布等。

第7章为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章将问题聚集于互联网使用在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影响的异同在哪里。本书采用资源动员理论、框架理论和政治机会机构理论分析以往的相关文献，并探索这些理论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价值。本章首先对利益维权型、无利益泄愤型、社会骚乱型这三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从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再框架化三方面来对互联网使用在三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并指出互联网对事件发展的影响受制于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的态度、行为。

第8章为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互联网对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本章也将其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影响。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通过舆论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形成压力，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的合法性形象，就不得不考虑调整其政策和行为，由此公民就可通过网络舆论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本章介绍了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发展，指出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是：（1）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培育，促进政府合法性的形成；（2）促进专门监督网络舆论的专业机构的诞生与发展。本章还分析了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对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发展提出展望。

第9章为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分析。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就是指网民通过网络向政府及其官员表达利益诉求，建言献策。本章通过分析谁参与了人民网的“E政广场”、“E政广场”里的提案包括什么样的内容、“E政广场”里的提案对政府议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发现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形成，有利于多元利益群体的沟通，有利于促进协商民主的形成。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局限有两方面：一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成效不高，二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仅代表部分网民的意见。政府应该将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机制纳入政府工作条例，使其成为公民行使权力的载体和平台。

第10章为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分析。在各种网络政治参与中，有些政治参与并不是通过理性的话语进行表达的，而是通过情绪化或非理性行为表现出来的，本章将其称为“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例如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灰段子和网络流行语。这种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上常常带有娱乐、狂欢的性质，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而存在，并以一种政治抵抗，也可以称为“抵抗式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虽然这些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也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一般没有直接的政治指向，没有具体的政治诉求，因而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心态或者说政治参与意向，也属于广义政治参与的一部分。这样的广义政治参与是一种弱者的抵抗，体现了中国网民的非理性化情绪，还是一种民粹主义（populism）和反智主义。

第11章为讨论与结论。本章得出全书的经验研究结论，并将本书的结论与其他结论进行比较并作出评述，分析本书结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最后指出本书的缺陷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1.6.2　框架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些章节的逻辑关系为：第1章是提出问题以及对以往研究进行分析；第2章和第3章主要通过二手数据分析媒介使用，包括在全国层面上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第4章通过一手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包括使用时间和使用方式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第5章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工具和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第6章和第7章主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两种形式，即选举政治参与和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第8章到第10章分别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三种形式，即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另类网络政治参与进行分析；最后一章是讨论与结论。


第2章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政治参与

了解当前中国城市的政治参与的状况及影响因素有利于了解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本章
[1]

 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调查数据。该项目在2005年调查数据的城市部分，分析了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已发表在笔者的相关文章里。


2.1　本章的相关假设与问题

在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社会资本常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被分析。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资本概念基本上把社会关系网络或特定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资本来看待。由此出发，学者们所研究的重点是，置身于某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如何通过这种网络来获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信息和资源，从而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
[1]

 。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网络，他指出：“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
[2]

 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必须被转化成为体制性的关系，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资本。因此，他又说，人们在生产社会资本时，要把诸如邻里、同事和亲属等客观存在的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的（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谊等）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
[3]

 。与此相对应，这类学者们也主要在微观的、个人的层次上而非宏观的社会层次（或国家层次）上分析其表现、原因和后果。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的基础上的，因此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资本更多关注社会交往。

在政治学视角的社会资本概念中，帕特南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的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
[4]

 。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了社会学视角的社会网络，而且也将信任及各种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率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如互惠性、合作等包括进来。帕特南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5]

 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遵循普遍化互惠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
[6]

 帕特南认为：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产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最终形成社会资本，进而导致政治参与。
[7]

 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活动，能培育政治参与的技巧，最终促成政治参与的活动。
[8]

 在国内的研究中，胡荣对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测量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参与各种社团的情况，二是社会互惠情况，三是社会信任，四是社会规范。
[9]

 对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测量则从三方面进行：第一，居民的社会交往；第二，居民的社会信任；第三，居民参与各种社团的情况。
[10]

 在分析城市居民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时，胡荣等则从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公共事务参与三个角度去测量。
[11]

 胡荣和范丽娜将社会资本分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共事务参与这三个方面。
[12]



综合国内外研究以及一些二手材料，本书认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可从三个维度去把握和测量：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赵延东从信任与公共参与这两个维度对中国西部城乡居民的宏观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
[13]

 而在以往的国内实证研究里，往往认为社会资本能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
[14]

 为此，本书提出以下假设：


社会资本正面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主要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产生，从而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在现代社会，媒介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形态，是除去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之外的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培养政治人格的主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媒介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出现的导火索和鼓动者，并在一定的政治发展阶段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媒介获得很多信息，媒介可以使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以及各类政治事务，可以使公民就政府决策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提出建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因此，在分析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时，既分析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产生的社会资本，也分析大众传播所促成的媒介使用，才能全面了解信息传播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媒介使用包括媒介使用时间、媒介新闻接触等。在中国，电视是现今媒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在中国起步较晚，然而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是发展最迅速的传播媒介。报纸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我国的报纸以地方性报纸、区域性报纸为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报业无论是在广告，还是在受众面上都受到了挑战。张志安依据来自全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特征及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尽管不同地区的受众在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行为上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电视仍然是强势媒介，网民规模快速增长、网络使用频率已超越其他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和广播的使用频率较低。现阶段，我国受众对5种媒介的使用频率大约是：电视>网络>杂志>报纸>广播。
[15]



国外传播学者施拉姆在1990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中就指出，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别由告知功能、决策功能、教育功能产生。就告知功能而言，具体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1）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使人开阔眼界；（2）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3）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提高人们的期望。就决策功能而言，在改变固执的观念或受重视的习俗时，大众传播媒介仅仅能间接地起帮助作用，其具体的影响如下：（1）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向人际渠道推送信息；（2）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授人以地位；（3）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扩大政策对话的范围；（4）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强化社会规范；（5）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培养趣味；（6）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影响人们轻率地持有某种观念，对固执的态度则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教育功能而言，大众媒介对各类教育和培训有极大帮助。
[16]

 当然，施拉姆的观念是宏观角度的，对于作为行为表现的政治参与，大众媒介对此有何影响、如何影响，却由于历史局限而没有论及。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的渠道拓宽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
[17]

 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同时哈贝马斯也指出后来大众媒介的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出现消费主义，等等。

在国外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明媒介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有研究者指出媒介使用和其他使得用户与其信息环境进行互动的传播活动，能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
[18]

 Scheufele分析了不同的大众媒介使用及其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对媒介硬新闻的接触对政治参与总体上起积极的影响。
[19]

 McLeod提出，媒介新闻接触和人际政治讨论网络会导致对社区的关注和参与，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作用，即媒介接触丰富了公民的政治知识，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通过这些中介变量促进了政治参与。
[20]



也有相关的研究认为媒介的使用可能造成犬儒主义的出现，造成公众对政治的冷漠与不关心。Thomas E.Patterson对1960年至1992年间不断增加的负面新闻框架和解释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的写作价值中含有“反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偏见，新闻工作者主要集中笔墨报道竞选策略、个人特征和政府失败，而忽视政治辩论和政府成就。在Patterson看来，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仅不能提供市民所需要的信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的负面的、无知的和愤世嫉俗的判断。
[21]

 Cappella和Thomas用事实证明政治新闻报道的内容激起了新闻消费者的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
[22]

 相关研究者将这种状况归为“媒体抑郁症”（media malaise），媒体抑郁症由Michael J.Robinson提出，他认为公众为了解政治新闻而对电视形成了依赖，但电视媒体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这强化了政治冷漠。

在Robinson看来，观众接受这种反政府的主题，只会提取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的政府没有任何反应，我们的政治组织失败了。
[23]



另外，有研究者指出大众媒介中的娱乐应用不利于政治参与。如大众媒介能够提供公共话题，传播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有关的信息，对媒介报道进行讨论（即使这些媒介话题无关政治，只与体育、电视、音乐或电影有关），虽然这有助于集体意识的形成，但如果公民接触媒介中的娱乐内容的时间过多，就会占用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时间。
[24]

 相关研究显示，使用传统媒介，特别是电视用于娱乐的行为并不能有利于现实政治参与。
[25]

 而使用互联网来娱乐的行为也无利于现实政治参与。
[26]

 不过，也有研究指出新闻和娱乐节目与政治冷漠没有关系。
[27]



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的媒介和政治参与的独特性使得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较为复杂，而且随着不同时期媒介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相关学者通过分析1993年和1994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中国政府统一的新闻政策对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政治信息的强度所带来的后果。
[28]

 不过唐文方在1999年对6座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媒体的作用变得显著，它在政治动员和提高政府支持率上变得更为有效。
[29]

 仇学英通过西部的7个乡村调查点对民众传播行为与政治参与态度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越多的民众，其政治参与态度就越积极，二者呈正相关。
[30]

 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对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有相当积极的作用。梁莹通过对南京市的调查发现，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其政治参与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
[31]

 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网民通过使用互联网，可能形成对公民采取个体和集体行动的不同理解，并因此而采取参与的行动。
[32]

 潘忠党通过分析来自全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政治参与有普遍的正向影响。同时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还有：（1）社会-经济条件因素；（2）心理卷入和信心因素；（3）传统媒体使用因素。
[33]

 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控制社会资本这一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变量，因而难以发现媒介使用的“净影响”。为此，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其他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后，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是否需要区分不同的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不同的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呢？这些都值得研究。由此，本章提出以下问题：


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其他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后，媒介使用是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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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与变量

2.2.1　数据

本章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调查数据，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收集，详细信息和相关资料参见该中心官方网站。该数据是权威的、公开的，并向研究者免费提供。尽管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媒介结构、民众的媒介使用以及政治参与方式皆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深层次的结构和变量影响关系仍然对当今的中国产生着影响，因此2005年的资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法，调查覆盖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125个县级单位，整个样本容量为10372人，其中城市样本6098人，农村样本4274人。共有住户成员情况、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心理健康、经济态度与行为评价、社区生活与治理、农村治理7个模块。城市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是58.8%，农村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比例为41.2%。本章使用的是城市样本。此次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的88个城镇，这些城镇既有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也有中等城市如部分省会城市，还有欠发达城镇。

之所以先选择城市数据，是因为城市是中间阶层（也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聚集地，很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
[1]

 ，创造出大量的中间阶层。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是远远高于农村的，尽管中国城市现在有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如农民工，但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城市里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国农村。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春玲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约为4%~5%；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约为10%；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约为12%~15%。也就是说，在城市，中国的中间阶层的比例远远要高于全国平均比例，更高于中国农村的比例。
[2]

 为此，城市成为研究中国中间阶层的一个很好的场所。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白领，这些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社会的精英群体。
[3]

 中国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中产阶级富有理性、心态平和，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而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稳定，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他强调国家“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4]

 。尽管后来亨廷顿指出“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通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
[5]

 ，但不可否定的是，具有职业和教育优势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对引导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城市恰好是中间阶层的聚居地。

2.2.2　变量

一、因变量

本章中的因变量为政治参与，在当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框架下，政治参与不仅仅包括投票、参与选举、助选等传统政治参与（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也包括非传统政治参与（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如公开地向媒体表达意见、向政府官员或议员投诉（上访或请愿），乃至抵制、示威、游行、占领等各类政治行为。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群体性和对抗性（或抗争性），与传统政治参与体现的公民对于政治体制的较高合作性不一样。因此非传统政治参与也可以被纳入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s）、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和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视野来分析。根据以往研究和问卷调查，本书将政治参与分为三个维度：选举政治参与、政治事务关注参与、抗争性政治参与。


（一）选举政治参与


城市居民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主要是居委会选举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为此，本书将城市居民的选举政治参与分为居委会选举参与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参与。

（1）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投票状况。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您在上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这一项问题来测量居民的投票参与状况，答案选项是“没有（赋值0）”“有，但是因为要求才去的（赋值1）”“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赋值2）”这三个。三个选项的分布状况是：在6098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4453人，占73.0%；回答“有，但是因为要求才去的”有1115人，占18.3%；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530人，占8.7%。

（2）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单选）”来测量居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答案选项是“没有（赋值0）”“有，但是因为单位/企业领导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赋值1）”“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赋值2）”这三个。三个选项的分布状况是：在6098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4241人，占69.5%；回答“有，但是因为单位/企业领导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1330人，占21.8%；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527人，占8.6%。


（二）政治事务关注参与


政治事务关注参与属于一种日常的政治参与。日常的政治参与包括很多，如与人大、政协委员接触，与媒体接触发表政治观点等。问卷仅测量了政治事务关注程度，而问卷里的政治事务关注分为对居民委员会的关注和对地方人大的关注。

（1）对居民委员会的关注。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对居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来测量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分别赋值1、2、3、4、5。在6098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一点也不关注”的有863个，占14.2%；选择“不太关注”的有1859个，占30.5%；选择“一般”的有2372个，占38.9%；选择“比较关注”的有831个，占13.6%；选择“非常关注”的有173个，占2.8%。

（2）对地方人大的关注。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对地方人大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来测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分别赋值1、2、3、4、5。在6098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一点也不关注”的有780个，占12.8%；选择“不太关注”的有1795个，占29.4%；选择“一般”的有2343个，占38.4%；选择“比较关注”的有1002个，占16.4%；选择“非常关注”的有178个，占2.9%。


（三）抗争性政治参与


在对五个西方民主国家政治活动的研究中，Barnes和Kaase把非传统政治参与定义为“与特定政治体制之下的常规政治参与的规则和习惯不相符合的行为”
[6]

 ，这些非传统政治参与表现为签名请愿书、联合抵制活动、游行示威等，所以也称抗争性政治参与。抗争性政治参与作为非传统政治参与，成为一种重要的公民参与方式。在自身的权利受到损害时，中国民众往往采取抗争性政治参与来表达意见和争取相关部门的帮助。
[7]

 在2005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您有没有参加过以下活动呢（每行单选）”的选择支项分别为：“自发性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包括抵制日货之类的行动）”“个人上访/请愿”“集体上访/请愿”。答案选项“有”“没有”分别编码为1、0，将这三个分支选项的赋值加权为一个值，称“抗争性政治参与”。在6098个有效样本中有5853个“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值为0（没有参与），占96.0%；198个为1（参与1次），占3.2%；43个为2（参与2次），占0.7%；4个为3（参与3次），占0.1%。应该说明的是，与选举政治参与等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同的是，抗争性政治参与属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即使是自发性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由于是自发的，事前未经批准，在中国也不属于合法的游行示威，而上访/请愿，尤其是集体上访/请愿，在中国都是不受鼓励的。

二、自变量


（一）社会资本


目前对于社会资本变量相当多的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方面
[8]

 ，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的定义也有很大的不同，本章社会资本的含义采用帕特南的定义，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

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的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9]

 ，在数据中有测量村民对不同对象信任程度的问题：“E14.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每行单选），选择支项包括：E14a.（近）邻居；E14b.（城镇的）远邻/街坊或（乡村）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E14c.同村的同姓人士；E14d.同村的非同姓人士；E14e.亲戚；E14f．同事；E14g.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E14h.老同学；E14i.在外地相遇的同乡（以同市或同县为界线）；E14j.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E14k.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E14l.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E14m.陌生人。”由于问卷附注“被访者如果是城镇户口，则无须回答E14c和E14d，直接将答案圈为‘不适用’”，为此在城镇部分不分析E14c和E14d。答案选项是“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分别编码为1、2、3、4、5，缺省值为6。有些项目缺失值较多，被访者选6时作为缺失值处理，符合原来数据的结果，反映问卷的真实情况。为分析居民的信任结构，本书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这11个支项（不包括E14c和E14d）进行因子分析，共抽取出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2-1所示。根据变量在不同因子上载荷量大小的不同，本书将社会信任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一般人信任因子、亲戚朋友信任因子。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852，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两个因子共解释了54.2%的方差。


表2-1　城市居民11个社会信任选项的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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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参与网络，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包括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其中将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的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
[10]

 在CGSS的数据中有“E18.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组织的活动呢（每行单选）”的问题，其分支项为：E18a.健身/体育活动；E18b.娱乐/文艺活动；E18c.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E18d.宗教信仰活动；E18e.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E18f．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E18g.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将五个答案选项“一周一次”“几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重新赋值为5、4、3、2、1。为了了解这些选项的结构，以特征值大于1为条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社会参与网络因子”。该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809，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该因子解释了41.68%的方差。

社会资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互惠规范。互惠是规范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帕特南把互惠分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则指在特定时间的无报酬和非均衡的交换，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普遍的互惠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把自我利益和团结互助结合起来。
[11]

 这种互惠规范主要表现为居民之间的互助行为，而相互帮忙与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相关，因此本书以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互助行为来测量互惠规范。在调查问卷中问题“F1.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单选）”的问题，将五个选择支项“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分别从1到5赋值；而问题“F2.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单选）”的五个答案选项“没有”“偶尔有”“有时有”“较多”“很多”分别从1到5赋值。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互惠因子”。该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5，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该因子解释了76.44%的方差。


（二）社会经济地位


除了社会资本等，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的自变量还有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显示，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如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也就是说，拥有社会经济地位等政治参与资源多的个人，其政治参与的时间和深度较其他人更多。Becckers通过荷兰的调查数据发现，在个人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中，与资源占有相关的变量或者是降低机会资本的变量能够据以显著预测公众在自愿组织中的参与程度。
[13]

 教育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是衡量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参与投票，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参与投票。
[14]

 本章将数据中的受教育程度重新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水平、高中水平和大专及以上水平四个层次，分别编码为1、2、3、4。收入状况以问卷中的个人年收入数据来测量，为了减轻收入分布的严重正向的偏态状况，将收入进行自然对数转换。而通过比较个人年收入数据在转换前与转换后的次数，可发现个人年收入在转换为自然对数后的次数分布就不存在偏态状况了。


（三）政治身份


是否加入了政治性组织是影响政治动员状况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最主要的政治组织，本章用是否是党员来测量居民受到政治动员影响的状况，党员编码为1，其他情况编码为0。


（四）媒介使用


1.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

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用以下选项来测量。在CGSS的调查数据中有“E16.您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下列活动的频率是怎样的呢”的问题，其分支项为“E16a.看电视；E16b.阅读报刊；E16c.浏览互联网”，将五个答案选项“差不多每天”“一周几次”“一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重新赋值为6、5、4、3、2、1。频率越高，总的接触时间自然就越长，因此也可称为“接触时间”。接触时间可分为看电视事件、阅读报刊时间、浏览互联网时间。

2.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

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用以下选项来测量。在CGSS的调查数据中有“在您看电视、阅读报刊以及上网时，对于时事新闻（包括‘焦点访谈’之类的专题调查报告/报道）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的问题，其答案选项为“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将其赋值为1、2、3、4、5。

三、控制变量

除了以上自变量之外，影响政治参与的还有一些个人统计变量的控制变量，本章在模型中还引入了性别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性别作为重要的个体特征，对选举政治参与有一定的影响，本章将性别用虚拟变量表示，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一般来说，年龄与选举政治参与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的拟线性关系，即年轻人的参与率是较低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率逐步增长，到四五十岁达到最高，六十岁以后逐步下降
[15]

 ，如Milbrath所指出的，“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40岁到50岁达到顶峰并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在60岁以后逐渐下降”
[16]

 。针对我国选民的已有研究表明年龄与投票参与的关系也是倒U形的拟线性关系。
[17]

 在参考相关研究
[18]

 的基础上，本章加入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的平方项以年龄的平方除以100表示。所有变量的测量层次及统计变量见表2-2。


表2-2　变量的测量层次及统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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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发现

本章的因变量中选举政治参与是一个三分类有序变量，抗争性政治参与是一个四分类有序变量，而且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既包括连续性变量也包括有序和无序变量，因此采用有序结果变量回归（ordinal regression）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而由于因变量不是二分类变量，因而并不需要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来分析，也不需要分析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机会比（odds ratio）。

而本章的因变量中的政治事务关注是一个等距变量，因此采用多元（复）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2.3.1　选举政治参与组分析

首先对因变量中的选举政治参与组（三分类有序变量）进行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得出表2-3：


表2-3　因变量为选举政治参与组的有序结果变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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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2）a参考类别是女性，b参考类别是小学及以下，c参考类别是非共产党员。（3）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Wald为检验的统计量。

表2-3显示，在控制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居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是年龄（B=0.09，p<0.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07，p<0.001）。也就是说，年龄对居委会投票参与的影响相当显著，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拟线性的。年龄的标准回归系数为正值，而年龄的系数平方为负值，这表明年龄对居委会投票参与的影响呈倒U型，即年轻人自主投票率较低，然后逐渐增长，到中年时到顶点，到老年之后逐步下降。这一研究结论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
[1]

 而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也一样，其中年龄（B=0.10，p<0.001），年龄的平方项（B=-0.08，p<0.001）。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组对因变量居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影响。其中，只有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社会经济地位也对其显现出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教育水平中的初中（B=0.45，p<0.01）、高中（B=0.61，p<0.001）、年收入自然对数对居委会投票参与和地方人大投票参与都起到正面显著作用。

对因变量居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还有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45，p<0.001）。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有正向显著影响的也是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72，p<0.001）。党员居民的投票发生比率无论是在居委会还是在地方人大都明显高于非党员的普通居民。这一结果与胡荣和孙昕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2]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党员身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一个公民如果是党员，则在选举过程中会受到党组织有力的政治动员，也会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

在社会资本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居委会投票参与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29，p<0.001）和互惠因子（B=0.34，p<0.001）。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起正向显著作用的也是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25，p<0.001）和互惠因子（B=0.23，p<0.001）。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居委会投票参与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看电视时间（B=0.19，p<0.05）。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中的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对居委会投票参与（B=0.17，p<0.01）和地方人大投票参与（B=0.39，p<0.001）都有正面显著作用。对于这一研究，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存在替代性解释，比如，可能是因为参加居委会投票和地方人大投票的人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身份特征（比如公务员身份），因此其媒介使用习惯也受到了影响，而不是媒介使用习惯影响政治参与行为。应该说明的是，在分析媒介使用变量组对居委会投票参与和地方人大投票参与的影响时，是在加入了控制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政治身份变量、社会资本变量之后进行的，属于净影响，因此分析结果可反映媒介使用习惯是可以单独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

2.3.2　政治事务关注程度组分析

对因变量中的政治事务关注组（等距变量）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表2-4。


表2-4　因变量为政治事务关注组的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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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2）a参考类别是女性，b参考类别是小学及以下，c参考类别是非共产党员；（3）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Wald为检验的统计量。

表2-4显示，在控制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面显著作用的是年龄（B=0.02，p<0.01）。当因变量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时，年龄（B=0.03，p<0.001）也起正面显著作用。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和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均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

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组中，年收入自然对数（B=0.07，p<0.05）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有负面显著影响，而年收入自然对数（B=0.07，p<0.05）对因变量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也有正面显著影响。教育中的初中（B=0.12，p<0.1）和高中（B=0.17，p<0.01）对两个因变量均有正面影响。这显示，在城市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如教育、收入水平高的居民对政治参与较为关注。

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有正向显著影响的还有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24，p<0.001）。对因变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有正向显著影响的也是党员（B=0.18，p<0.01）。可见，城市里的党员对政治参与都比较积极。

在社会资本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有正向显著影响的有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08，p<0.001）和互惠因子（B=0.13，p<0.001）。对因变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有正向显著影响的也是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06，p<0.01）和互惠因子（B=0.09，p<0.001）。可以说，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都正面影响着城市居民对于居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仅有看电视时间（B=0.05，p<0.05）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有微弱的正面作用。而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对因变量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B=0.36，p<0.001）和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B=0.54，p<0.001）都起正面显著作用。也就是说，对时事新闻的关注能显著影响政治事务关注程度。

当因变量为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时，调整后的R平方为11.3%，而当因变量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的时候，调整后的R平方为14.2%。这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还是有相当高的解释力度的。两个方程的显著性通过了F检验。

2.3.3　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分析

最后对因变量中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四分类有序变量）进行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得出表2-5：


表2-5　因变量为抗争性政治参与组的有序结果变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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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2）a参考类别是女性,b参考类别是小学及以下,c参考类别是非共产党员。（3）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Wald为检验的统计量。

表2-5显示，当因变量为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四分类有序变量）时，起正面显著作用的有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52，p<0.001），对时事新闻的关注（B=0.28，p<0.05），起负面显著作用的是互惠因子（B=-0.29，p<0.01）。



注释：


[1]
 SHI 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2003（3）：77-86.


[2]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2003（3）：77-86；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


2.4　本章的讨论与结论

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这里进一步分析当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变量组、媒介使用变量组时二者对选举政治参与（居委会投票参与和人大投票参与）、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居委会工作关注和地方人大工作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另外，本书将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关注程度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因为它们是为制度所认可的；而抗争性政治参与则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将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汇总后，仅仅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得出表2-6：


表2-6　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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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2-6显示，对于城市来说，社会资本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有正面显著影响，本章的假设得到部分证实。这是因为社会网络有助于人们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交换信息并强化对自己政治利益的认识；社会网络也有助于提高成员的政治能力，成员可以通过参与社会网络来学习如何搜集信息、如何说服别人等政治技能；社会网络也将增加受到动员的成员进行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概率。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相关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能力。而互惠因子说明城市居民之间相互熟悉的程度越高，相互帮忙的概率越大，而政治参与，包括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也越大。不过要看到的是，在城市居民中，社会资本中的一般人信任因子和亲戚朋友信任因子都没有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影响。唐文方通过2004年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也发现：中国公民信任（类似于本书的一般人信任因子）对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和志愿活动参与情况都没有明显的作用，反而对参与社会活动起负面作用；而狭隘信任（类似于本书的亲戚朋友信任因子）对民主和公民参政没有推动作用。
[1]

 这与本书的结论是一致的。

对于本章提出的问题，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后，城市居民的媒介使用，主要是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正面显著影响。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Shah等人突出了新闻信息使用的重要性，同时他们指出，新闻信息流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因为用户在使用大众媒介的时候有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对政治参与则具有不同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美国1998年和1999年的DDB生活方式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以新闻信息获取为目的的大众媒介使用才会正面影响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而以娱乐为目的的大众媒介使用则会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
[2]

 在本书中，我国的城市数据同样证明，对新闻信息的接触能够正面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媒介在政治参与中承担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居民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较少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这些都使其拥有关注新闻信息的资源和能力，而这些又能促进其政治参与。在城市居民中，只有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组中的看电视时间对居委会投票参与、居委会工作关注等部分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正面影响。这表明，对于中产阶层聚居的城市来说，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要看其是否关注新闻，而不是看媒介使用时间的长短。至此，本章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在制度化政治参与中，胡荣根据200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居民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
[3]

 王绍光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时期、1949—1977年、1978—1990年这四个不同阶段的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的角度，以影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解释变量，全面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
[4]

 本书发现在全国城市样本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如选举等起正面显著作用，同时起正面作用的还有媒介新闻接触。

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冯仕政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5]

 王思琦使用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中国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对两种具体的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请愿和抵制中的信任因素进行了分析，统计结果发现，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呈显著正相关，而政治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呈显著负相关。本次研究的结果则发现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媒介新闻接触与非传统政治参与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6]

 这一研究扩展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发现媒介新闻接触同样能正面显著影响抗争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本章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资本、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对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起正向显著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变量后，新闻接触仍然对政治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这是以往的研究中没有显示出来的。本书扩展了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理解，显示政治参与这一变量既受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又与大众传播相关的新闻接触有关。

本章结论的现实价值在于，由于社会资本和媒介新闻接触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各种形式起正向显著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既可通过社会网络，互惠规范、新闻宣传来促进选举政治参与等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展，同时也要疏导抗争性政治参与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展。如建立更多的政治制度来适应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等现实需求，使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政治参与，从而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扩大政体的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的稳定。

本章结论有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尽管是基于一次权威的、全国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出来的结论，但是该数据仅是一个横截面的数据，难以真正反映变量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将近几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一个系列、纵贯的探索，以寻找数据的可比性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由于是二手数据，研究者难以对变量进行细化，如果政治参与和媒介使用的操作可以更细化，那么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丰富。因此，未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更细化的操作，并进行一手的抽样调查。



注释：


[1]
 唐文方.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84，102-103.


[2]
 SHAH D V，KWAK N，HOLBERT R L.“Connecting”and“disconnecting”with civic life：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J］.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01（18）：141-162.


[3]
 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8（5）：142-159，245.


[4]
 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4）：95-112.


[5]
 冯仕政.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J］.学海，2007（5）：40-50.


[6]
 王思琦.政治信任、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J］.公共行政评论，2013（2）：15.


第3章　媒介使用与农村政治参与及与城市数据的对比

中国的农村政治参与呈多样化的态势，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1]

 除了选举外，农村还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如郭正林将中国农村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包括选举和投票，如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村民代表选举、村委会选举、党支部选举、党支部候选人推选投票等，也包括参加村民会议、听取村委会工作报告并进行表决、与各级干部联系和接触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包括集体上访告状、依法或者依政策抗争、公共场所的群体骚乱以及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报复性攻击等。
[2]

 相关研究常常把农村政治参与局限于选举政治参与，这与多样化的农村政治参与的状况并不一致。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农民的政治参与对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现代化都有重大影响。为此，对农村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应该把除选举以外的政治参与，如政治事务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等纳入分析，这样才能全面理解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与影响因素。

从传播形态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交往、社会网络、信任、互惠往往形成于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而媒介使用则往往来自于大众传播。为此，本章研究的问题是：在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系统传播环境中，社会资本和媒介使用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多样化政治参与的？本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2005年的农村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农村多样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由于本章的理论框架与第2章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因此就不再做重复的分析了。在分析农村数据后，本章还将农村的数据和城市的数据做了对比。



注释：


[1]
 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2003（3）：77-86.


3.1　数据与变量

3.1.1　数据

本章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2005年的农村调查数据，通过研究者都能获得的这一公开数据来进行研究，是希望增强研究数据的可信度。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覆盖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125个县级单位，整个样本容量为10372人，其中城市样本量为6098个，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是58.8%；农村样本量为4274个，占总样本量的比例为41.2%，本章使用的是农村数据。从农村样本的分布情况看，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1个村庄，共4274个农户进入调查样本，只有北京、上海、天津、西藏、宁夏、新疆、青海这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没有样本，可以说样本的代表性是很强的。

3.1.2　变量

一、因变量

根据以往的研究和问卷调查，本书将政治参与分为三个维度：选举政治参与、政治事务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选举政治参与代表认同政治参与，抗争性政治参与代表非认同政治参与，而政治事务关注介于这两者之间。


（一）选举政治参与


在农村，选举是被选领导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纽带
[1]

 ，因此，也是中国农村村民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农村村民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主要是村委会选举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为此，这次的农村问卷将选举政治参与分为村委会选举参与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参与。

（1）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状况。选举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于部分公民来说可能是政治参与的唯一方式。投票是选举的关键环节，是选民参与选举的主要活动方式。虽然严格说来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属于社会参与范畴而不属于政治参与范畴，因为村委会只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组织，但由于在现实中村委会往往会接受上级政府部门分派的一些任务，承担基层政府部门的某些职能，而且村委会选举作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村民民主实践的重要部分，同时与人大代表选举相比，村委会选举又是与村民生活距离最近、联系最密切的政治参与活动，因此，在我国民主政治研究中，一般都将村委会选举作为村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在上一次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这一项问题来测量村民的投票参与状况，答案选项是“没有”“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这三种。按照参与投票的主动性状况看，三个选项有一定的顺序，没有投票是投票的参与冷漠，因为要求才去的是投票的被动参与，自发主动去的是投票的积极参与。三种选项的频数分布状况是：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1381人，占32.3%；回答“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1679人，占39.3%；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1214人，占28.4%。

（2）村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单选）”来测量村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答案选项是“没有”“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这三种。按照参与投票的主动性状况看，三个选项有一定的顺序，没有投票是投票的参与冷漠，因为要求才去的是投票的被动参与，自发主动去的是投票的积极参与。三种选项的频数分布状况是：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2606人，占61.0%；回答“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986人，占23.1%；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682人，占16.0%。

比较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状况与村民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状况可发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参与冷漠占32.3%，而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参与冷漠则高达61.0%；在村委会选举中，被动参与占39.3%，而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被动参与占21.3%；在村委会选举中，积极参与占28.4%，远远高于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积极参与的16.0%。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村民对带有一定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的政治参与热情远高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上面的分析提到，从严格意义上说，村委会选举是一种社会参与而不是政治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才是政治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是真正把农民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然而，同村委会选举相比，农民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要推动农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就要将其变为直接、公开、竞争的选举。


（二）政治事务关注


政治事务关注属于一种日常的政治参与。当然日常的政治参与包括很多，如与人大、政协委员接触，与媒体接触发表政治观点等，但问卷仅测量了政治事务关注程度，问卷里的政治事务关注分为对村民委员会的关注和对地方人大的关注。

（1）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关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是政治参与的前提，首先要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才有可能进行政治参与。为此，本书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来测量政治事务关注。本书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对村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来测量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分别赋值为1、2、3、4、5，在回归分析中把这个五分类定序变量当作连续性变量。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一点也不关注”的有352个，占8.2%；选择“不太关注”的有920个，占21.5%；选择“一般”的有1370个，占32.1%；选择“比较关注”的有1283个，占30.0%；选择“非常关注”的有349个，占8.2%。

（2）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本章用CGSS调查问卷中的“您对地方人大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来测量村民对地方人大工作的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分别赋值为1、2、3、4、5，在回归分析中把这个五分类定序变量当作连续性变量。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一点也不关注”的有624个，占14.6%；选择“不太关注”的有1165个，占27.3%；选择“一般”的有1444个，占33.8%；选择“比较关注”的有880个，占20.6%；选择“非常关注”的有161个，占3.8%。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关注高于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而对选举投票的主动性也是对村民委员会投票主动性高于对地方人大。


（三）抗争性政治参与


所谓抗争性政治参与包括了三个要素：（1）一些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的要求；（2）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诉求；（3）政府是诉求的对象、发起者或者是第三方。
[2]

 在中国，抗争性政治参与常见于群体性事件。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增加了4倍多；2005年，社会抗争的数量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总共发生了8.7万起参与人数在1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30%多，平均每天250起。
[3]

 本章使用2005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的“F8.您有没有参加过以下活动呢（每行单选）”这一问题来测量抗争性政治参与。选择的支项为“自发性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包括抵制日货之类的行动）”“个人上访/请愿”“集体上访/请愿”，答案选项“有”“没有”分别编码为1和0，将这三个分支选项的赋值加权为一个值，称为“抗争性政治参与”。在4274个有效样本中有4196个“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值为0，占98.2%；58个为1，占1.4%；17个为2，占0.4%；3个为3，占0.1%。与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关注等国家安排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同的是，抗争性政治参与属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例如，即使是自发性的爱国主义游行示威，由于是自发的且事前未经批准，在中国也不属于合法的游行示威；而尽管信访制度（即上访、请愿）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但当前各级政府以降低上访率为维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上访反而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
[4]

 ，因此这里把上访、请愿也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

二、自变量


（一）社会经济地位


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显示，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如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其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因此，考察社会经济理论是否在中国适用也成为本章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章将数据中的受教育程度重新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水平、高中水平和大专及以上这四个层次，分别编码为1、2、3、4。收入状况以问卷中的个人年收入数据来测量，为了减轻收入分布的严重正向的偏态状况，本书将个人年收入做了自然对数转换。


（二）政治身份


加入政治性组织是影响政治动员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本章用是否是党员来测量村民受到政治动员影响的状况，党员编码为1，其他情况编码为0。


（三）社会资本


目前对于社会资本变量的相当多的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方面
[6]

 ，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的定义也有很大的不同。本章社会资本的含义采用帕特南的定义，即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

社会资本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的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7]

 本章研究的是农村数据，由于村民的居住往往建立在血缘和家族的基础上，即使不是建立在血缘和家族的基础上，但由于长期的居住，也会产生“远亲不如近邻”的信任，因此村民间的信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在数据中有测量村民对不同对象信任程度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每行单选）”，选择支项包括：“E14a.（近）邻居；E14b.（城镇的）远邻/街坊或（乡村）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E14c.同村的同姓人士；E14d.同村的非同姓人士；E14e.亲戚；E14f．同事；E14g.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E14h.老同学；E14i.在外地相遇的同乡（以同市或同县为界线）；E14j.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E14k.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E14l.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E14m.陌生人”，答案选项是“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将其分别编码为1、2、3、4、5，缺失值为6，有些项目的缺失值较多，被访者选6时做缺失值处理，符合原来数据的结果，反映问卷的真实情况。为分析村民信任的结构，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这13个选择支项进行因子分析，共抽取出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3-1所示。根据变量在不同因子上载荷量大小的不同，本研究将社会信任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朋友信任因子。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869，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三个因子共解释了62.61%的方差。


表3-1　农村村民13个社会信任选项的因子分析

[image: ]


[image: ]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最大方差旋转（经5次迭代后收敛）。

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参与网络。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包括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其中将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的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
[8]

 在CGSS的数据中有问题“E18.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进行的活动呢（每行单选）”，其分支项为“E18a.健身/体育活动；E18b.娱乐/文艺活动；E18c.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E18d.宗教信仰活动；E18e.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E18f．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E18g.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将五个答案选项“一周一次”“几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重新赋值为5、4、3、2、1，为了了解这些项目的结构，以特征值大于1为条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社会参与网络因子”。该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811，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该因子解释了39.8%的方差。

社会资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互惠规范。互惠是规范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互惠规范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是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而相互帮忙与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相关，因此本章以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互助行为来测量互惠规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采用熟悉程度和互助行为来测量互惠规范的。
[9]

 调查问卷中有“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和“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两个问题，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互惠因子”。该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5，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该因子解释了69.4%的方差。


（四）媒介使用


1.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

在CGSS的数据中有“您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下列活动的频率是怎样的呢”，其分支项为“E16a.看电视；E16b.阅读报刊；E16c.浏览互联网”，将五个答案选项“差不多每天”“一周几次”“一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重新赋值为6、5、4、3、2、1，频率越高，总的使用时间自然就越长，因此也可称为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

2.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

在CGSS的数据中有“在您看电视、阅读报刊以及上网时，对于时事新闻（包括‘焦点访谈’之类的专题调查报告/报道）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将五个答案选项“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重新赋值为1、2、3、4、5。

三、控制变量

除了以上自变量之外，本章在模型中还引入了性别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性别作为重要的个体特征，对选举政治参与有一定的影响。本章将性别用虚拟变量表示，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一般来说年龄与选举政治参与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的拟线性关系，即年轻人的参与率是较低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率逐步增长，到四五十岁达到最高，六十岁以后逐步下降。
[10]

 针对我国选民的已有研究也表明年龄与选举政治参与的关系也是倒U形的拟线性关系。
[11]

 因此本章加入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的平方项以年龄的平方除以100表示。所有变量的测量层次及统计变量见表3-2。


表3-2　变量的测量层次及统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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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MANION M.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6，90（4）：736-748；MANION M.Chinese democratization in perspective：electorates and selectorates at the township level［J］.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3：764-782.


[2]
 道格，塔罗，蒂利.斗争的动力［M］.李义中，屈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
 RIEDINGER J.Set China's farmers free［N］.Journal of Wall Street，2006-05-23.


[4]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3）：1-16.


[5]
 VERBA S，SCHLOZMAN K L，BRADY H E.Voice and equality：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JACOBS L R，COOK F L，Delli CARPINI M X.Talking together：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M］.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6]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1-18.


[7]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200.


[8]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03.


[9]
 赖晓飞.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经由社会资本的理论向度［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5）：32-35.


[10]
 VERBA S，Nie N H.Participation 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M］.New York：HarperandRow，1972：141-147.


[11]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孙昕，徐志刚，陶然，等.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4）：165-187.


3.2　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章的因变量选举政治参与是一个三分类有序变量，抗争性政治参与是一个四分类有序变量，而且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连续性变量、有序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序次逻辑斯蒂回归（ordered Logistic）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而由于因变量不是二分类变量，因而并不需要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来分析，也不需要分析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机会比。

本章的因变量政治事务关注程度是一个等距变量，因此采用多元（复）回归分析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3.2.1　选举政治参与组分析

首先对因变量中的选举政治参与组（三分类有序变量）进行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分析，得出表3-3：


表3-3　因变量为选举政治参与组的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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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2）a参考类别是女性，b参考类别是小学及以下，c参考类别是非共产党员。（3）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Wald为检验的统计量。

表3-3显示，在控制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是男性（B=0.239，p<0.05）和年龄（B=0.085，p<0.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086，p<0.001）。而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呈正向显著影响的分别是男性（B=0.292，p<0.05）、年龄（B=0.059，p<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051，p<0.001）。也就是说，性别对两个因变量都具有正面显著影响，在相同条件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参与投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村民文化素质较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异依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很大，通常女性很少参与村中的公共事务，因此女性在投票方面比男性的发生比率要低一些。跨国比较表明，在发达国家，男女的政治参与差异不大，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较大
[1]

 ；一个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也表明，发达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小于落后地区。
[2]

 相对于城市来说，中国农村作为落后地区，其性别的投票差异就很大。

年龄对投票的影响也相当显著，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拟线性的。年龄的标准回归系数为正值，而年龄的系数平方是负值，这表明年龄对农村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呈倒U型，即年轻人自主投票率较低，然后逐渐增长，到中年时到顶点，到老年之后逐步下降。这一研究结论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
[3]

 ，如国外学者Milbrath所指出的，“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40岁到50岁达到顶峰并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在60岁以后逐渐下降”
[4]

 。国外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关系的存在。
[5]

 这是因为中年村民是农村中最主要的劳动力，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都与村庄治理情况密切相关，这部分人通常更加关注村庄的主要事务，也就更倾向于参与选举。

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是教育水平中的初中（B=0.321，p<0.05）。也就是说，在村委会投票参与中，与小学及以下学历层次的村民相比较而言，初中教育水平的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但教育水平在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则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中国农村，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并不一定村委会投票参与的概率也越高。这是因为在农村，教育水平在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多数都不愿待在农村，而是想到城市打工，因此对村委会投票参与就不关心。王丽萍、方然则发现，在投票方面，教育程度越高，村/居委会选举的投票率越低。
[6]

 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北京市市民的投票参与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但受教育程度达到18年以上的受访者的参与程度却是最低的。
[7]

 胡荣在2001年对福建农村的调查也发现，上学年限在13年以上的小组的参与程度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却大大低于10～12年的小组。
[8]

 这说明教育对农村选举政治参与也呈倒U型。

在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年收入自然对数对其起显著的负面作用（B=-0.224，p<0.001），这表示收入高的村民对地方人大投票参与并不感兴趣。关于个人收入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徐炜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9]

 ，郭正林认为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与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
[10]

 。本章分析全国性数据发现年收入自然对数对地方人大投票参与起负面影响。对这一情况的解释应该与对教育水平的解释一样，就是收入高的村民想尽办法离开农村，因而对投票尤其是地方人大投票这些与其关系不大的选举投票率很低。这也反映了村民政治参与的功利性。

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的还有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497，p<0.05）。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有正向显著影响的也是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491，p<0.05）。党员村民的投票发生比率无论是在村委会还是在地方人大都明显高于非党员的普通村民。这一结果与胡荣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11]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党员身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一个村民如果是党员，则在选举过程中既会受到党组织有力的政治动员，也会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而且一般说来，党员村民的政治觉悟也较高，村委会选举是农村的政治大事，因而党员村民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自然也会高一些。

在社会资本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有正向显著作用的有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B=0.223，p<0.001）和互惠因子（B=0.205，p<0.001）。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时，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B=0.134，p<0.05）和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13，p<0.05）。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子中，乡亲信任因子是一个主要因素，解释了所有变量（社会信任）的37.98%的方差，远远高于一般人信任因子和朋友信任因子。也就是说，在农村，越信任邻居、街坊及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和同村的同姓人士以及同村的非同姓人士的人，就越容易参与村委会和地方人大投票。这也显示在组织化投票的政治参与中，乡情和亲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体上来说，社会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因子对村委会投票参与及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是基本起到正面作用的，而且一些主要因子，如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在农村，社会资本越多的人，就越愿意进行组织化的投票政治参与。这一结论与胡荣等人的研究并不一致，胡荣认为社会信任因子和社会交往因子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12]

 ，但本章却发现乡亲信任因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采用的是全国的、公开的、权威的数据，因此本章有理由推翻胡荣等人的结论。至少对于农村来说，影响投票政治参与的有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投票参与起正向显著作用的还有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B=0.337，p<0.001）。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投票参与的时候，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看电视时间（B=0.107，p<0.1）、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阅读报刊时间（B=0.224，p<0.001）都起正向显著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农村村民来说，无论是传统媒介（包括电视和报刊）的使用时间还是对时事新闻的关注，都能显著影响（村委会或地方人大）的投票政治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村委会投票参与作为因变量还是地方人大投票参与作为因变量，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浏览互联网时间对二者都起负面显著作用。其中村委会投票参与的系数值为B=-0.576，p<0.001，地方人大投票参与的系数值为B=-0.311，p<0.05。

3.2.2　政治事务关注程度组分析

对因变量中的政治事务关注组（等距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表3-4：


表3-4　因变量为政治事务关注组的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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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2）a参考类别是女性，b参考类别是小学及以下，c参考类别是非共产党员；（3）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Wald为检验的统计量。

表3-4显示，在控制变量组中，对因变量村委会工作关注起正面显著作用的仍然是男性（B=0.076，p<0.01）和年龄（B=0.540，p<0.001），有负面显著影响的是年龄的平方项（B=-0.527，p<0.001）。其解释与选举政治参与组相似，即男性尤其是中年男性更关注村委会事务；但当因变量为地方人大工作关注时，仅男性（B=0.056，p<0.05）起正面显著作用。

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组中，年收入自然对数（B=-0.093，p<0.01）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有负面显著影响，年收入自然对数（B=-0.073，p<0.05）对因变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也有负面显著影响。这表明，在农村，收入水平高的村民对村委会、地方人大工作并不关注，其体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状况与选举政治参与一样。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高的村民更多地依赖城市里的就业和商业机会，因而就对村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都不太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以及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特征。

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还有政治身份中的党员（B=0.085，p<0.01）。农村里的党员并不多，而且有党员身份的村民很可能就是村委会或村支部成员，因此才对这类事务极其关注。

在社会资本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乡亲信任因子（B=0.136，p<0.001）、一般人信任因子（B=0.080，p<0.01）、互惠因子（B=0.052，p<0.05）。对因变量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乡亲信任因子（B=0.096，p<0.01）和社会参与网络因子（B=0.063，p<0.05）。可以说，社会资本中的大部分变量会正面影响村民对村委会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对因变量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有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看电视时间（B=0.065，p<0.05）、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B=0.287，p<0.001）。当因变量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的时候，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阅读报刊时间（B=0.130，p<0.001）和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即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B=0.293，p<0.001）都起显著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农村村民来说，无论是传统媒介（包括电视和报刊）的使用时间还是对时事新闻的关注，都能显著影响政治事务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当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作为因变量时，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其起负面显著作用（B=-0.058，p<0.05）。

当因变量为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时，调整后的R平方为19.9%；而当因变量为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时，调整后的R平方为17.6%。这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还是有相当高的解释力度的。两个方程的显著性通过了F检验。

3.2.3　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分析

对因变量中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四分类有序变量）进行有序结果变量回归，得出表3-5。


表3-5　因变量为抗争性政治参与组的有序结果变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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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2）a参考类别是女性，b参考类别是小学及以下，c参考类别是非共产党员。（3）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Wald为检验的统计量。

表3-5显示，当因变量为抗争性政治参与组（四分类有序变量）时，起显著作用的是社会资本组中的朋友信任因子（B=0.544，p<0.05）和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中的浏览互联网时间（B=0.428，p<0.05）。也就是说，信任朋友和频繁接触互联网的村民更容易进行抗争性政治参与。



注释：


[1]
 NIE N H，VERBA S，KIM J.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 cycle［J］.Comparative Politics，1974，6（3）.


[2]
 GOEL，LAL M.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India［M］.New York：Asia Publishing House，1975.


[3]
 SHI 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68；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2003（3）.


[4]
 MILBRATH L W.Political participation：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M］.Chicago：Rand McNally，1977.


[5]
 MILBRATH L W.Political participation：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M］.Chicago：Rand McNally，1977.


[6]
 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0（2）：95-108.


[7]
 SHI 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45-146.


[8]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


[9]
 徐炜.试论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J］.江西社会科学，2001（7）：109-112.


[10]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2003（3）：77-86.


[11]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2003（3）：77-86.


[12]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


3.3　本章的讨论与结论

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这里进一步分析当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变量组、媒介使用变量组时二者对选举政治参与（村委会投票参与和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政治事务关注（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和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另外，本章将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关注程度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因为它们是为制度所认可的，而抗争性政治参与则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得出表3-6：


表3-6　农村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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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在政治参与的诸多形式中，选举是一种制度化程度很高而主动性很弱的政治参与行为。由于选举的日程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已经确定，选民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受限制，因而选举是传递公民政治偏好与态度倾向最弱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
[1]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2]

 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1982年《宪法》确认了由部分农村地区村民自发组建的“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简称《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功能和选举方式做出明确规定，1998年该法律正式颁布。在广大农村，村委会选举已经成为农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基层村民选举已经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村民对村委会的选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4]

 。

本章的数据显示，村民对带有一定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的政治参与热情远高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由于村委会选举具有竞争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同过去那些流于形式的选举，村民能够通过村委会选举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相关研究表明，为了能够在选举中获胜，对于希望当选的村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选民的关系，他们要通过办一些实事（如建学校、修路等）来获得选民的信任，在办实事的过程中又不能损及村民的利益。
[5]

 在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参与基层政治的重要途径。正因为有了这一参与途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村民政治参与的性质，即演化为现在的自主式参与。本章的数据显示，在村委会选举中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占28.4%，这在比城市落后的农村是惊人的，也反映了村委会投票选举的重要性和自主性。

在政治事务关注程度中，本章仅就问卷所设的问题，探讨了村民对村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以此代表其他日常政治参与虽然是不够的，但是由于政治事务关注的行为与投票选举有着很大的不同，其高低与否可以充分体现农村村民参与政治的主动程度。中国村民的政治参与非常之高，超出原来的想象。中国村民的政治参与同样是理性的和有策略的，受到个人自身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因素和背景因素的影响，其影响因素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一样。由于本章提到的选举和政治事务关注都是在制度范围内被允许的，所以称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从对选举和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素分析，可发现两者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本章的结果显示，影响抗争性政治参与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有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和浏览互联网时间。对于农村来说，是否是浏览互联网的信息和朋友之间的信息交流造成了对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在影响农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各种变量中，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社会网络因子、互惠因子全部或者部分地起到正面显著作用。也就是说，若想提高农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村的社会资本建设。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可以看到信任因子包括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乡土中国特有的信任文化所致。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信任本身是嵌入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
[6]

 另外，社会网络因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为互惠和信任奠定了基础，因为“社区支持网络的建立和强化，社区凝聚力的增强则是社区建设的核心”
[7]

 。传统媒介如报纸、电视的使用频率及新闻接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起正面显著作用，但新兴媒介如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却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起负面显著作用。

另一方面，在农村的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起正面显著作用，而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也有正面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在2005年，农村的互联网覆盖率还不高，使用的人不多；第二，在2005年，中国的互联网内容建设还存在很多非主流的观念。因此在农村的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却呈显著的正面的影响，即使用互联网越多的人，越容易进行非制度性的抗争性政治参与。

对于农村而言，对时事新闻的关注有利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当然，我们关注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目前各种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解决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问题，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

基于研究的限制，本章并没有考虑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政治信任这些能显著影响政治参与的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那些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具有政治效能感的人会有更多的政治参与。
[8]

 国内也有相关的研究。例如，史天健通过利用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发现，村民对政治的兴趣、理解与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民主意识，以及对在任村委会领导不满程度的提升等都会增加其选举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9]

 ；一项基于苏南农村调查数据的研究却发现，那些具有更强民主倾向和内部效能的投票者反而倾向于不参加选举，而支持政府者会更积极地参加投票
[10]

 。因此，未来的研究要关注在全国数据中这些方面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国外的研究分析了政治信任和不同的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例如，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会增加村民“半制度化”的上访行为的可能性。
[11]

 相对于政治不信任，政治信任会带来较低成本的政治参与行为，如参加选举。
[12]

 由于问卷数据的限制，政治事务关注的众多形式并没有被测量出来，如参加村民会议、听取村委会工作报告并进行表决、与各级干部联系和接触等；而农村的抗争性政治参与如依法或依政策抗争、公共场所的群体骚乱以及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报复性攻击也未被测量。因此，农村的政治事务关注和抗争性政治参与的状况和影响因素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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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进一步的讨论：与城市数据的比较

3.4.1　农村与城市政治参与情况

比较农村与城市政治参与情况，得出表3-7：


表3-7　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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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显示，在中国的政治参与中，投票选举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比率都要远高于其他政治参与的比率。在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中，在干部要求下才去的和自发去的投票占比总和是67.70%（39.30%+28.40%），而参与地方人大选举的占比总和也有39.00%（23.10%+16.00%）；在城市的居委会选举中，在干部要求下才去的和自发去的的投票占比总和是27.00%（18.30%+8.70%），而参与地方人大选举的占比总和也有30.40%（21.80%+8.60%）。

这些比例都远高于抗争性政治参与的比例。在农村，参加过抗争性政治的占比总和是1.90%（1.40%+0.40%+0.10%）；在城市，参加过抗争性政治的占比总和是4.00%（3.20%+0.70%+0.10%）。这表明，作为一种付出成本较少的政治参与，投票选举具有广泛的参与率。

另外，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比例，尤其是在村（居）委会选举中，远远高于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比例，农村为67.70%，而城市为27.00%，即使仅算自发的投票，农村（28.40%）也远高于城市（8.70%）。这是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1]

 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

表3-7显示，在对村（居）委会工作的关注中，农村中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城市中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度。城市居民对居委会选举、地方人大选举、居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都不如农村居民。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十分有限；基层的人大制度也有待完善，如民主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有待深入贯彻，选民不便对代表进行有效监督等。
[2]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中，城市却远优于农村，胡荣根据200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在个人政治接触仍然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参与方式。
[3]



3.4.2　农村与城市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与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农村与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得出表3-8：


表3-8　农村与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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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在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对其有正面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对乡亲信任和认同能够促使农民更多地参与选举事务。在以往研究中，胡荣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参与村级选举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是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的选举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
[4]

 胡荣的研究也表明对乡亲信任和认同能够促使农民更多地参与选举事务。

本章的分析显示，在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起重要的正面显著作用。在社会网络因子方面，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真正决定社会运动的不是社会的不满，而是所能动员的资源。
[5]

 相关的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的动员过程中，社会网络对个人参与社会运动有影响。
[6]



在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里，看电视时间、阅读报刊时间对其有正面影响，而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其有负面影响，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对其起正面作用；而在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里，看电视时间和对时事新闻的关注起正面作用。这说明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对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的影响一样，而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的影响则不同。


二、农村与城市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政治事务的关注除投票选举以外还包括其他政治活动。由于本章数据的局限，我们仅能找到对村（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或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作为政治事务关注的表现，得出表3-9：


表3-9　农村与城市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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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与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一样，乡亲信任因子和一般人信任因子，以及社会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农村的政治事务关注起正面作用，看电视时间、阅读报刊时间、对时事新闻的关注也对其起正面作用，而唯有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农村的政治事务关注有负面显著影响；而城市的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子仅有社会网络因子、互惠因子和对时事新闻的关注。


三、农村与城市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中，农村与城市的状况、影响因素有很大不同，参见表3-10：


表3-10　农村与城市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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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3-10显示，在农村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越高，就越容易参与政治抗争，另外浏览互联网时间越多，也越容易参与政治抗争；而在城市中，社会网络因子和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则对其起正面显著作用，而互惠因子起负面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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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互联网使用时间、使用方式与公民现实政治参与

第2、第3章分析了城市和农村的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其中，媒介使用既包括传统媒体如电视和报刊，也包括互联网。但是由于二手数据的限制，媒介使用的测量仅包括接触时间和新闻接触，而使用方式、使用动机都没被测量。本章计划通过一手的数据来具体分析互联网使用时间以及互联网使用方式是如何对公民的现实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的。
[1]





注释：


[1]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已发表在笔者的相关文章里。


4.1　本章问题的提出

1986年，鲍尔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们的影响。

在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研究中，关注网络政治参与的较多，而分析现实政治参与的较少。但是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毕竟不尽相同，例如现实政治参与要比网络政治参与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现实政治参与的客观状况并不乐观，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等发布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2）》显示，在全国6286份问卷调查中，在问卷设计总分为10分的评分标准下，全体被调查者的平均分仅为4.21分，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13年8月9日在北京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指出，一项基于10个省份的6159份有效样本的调查显示，以10分为满分计算，中国公民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的得分为6.18分，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不够理想。
[1]

 《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4）》的调查结果显示，以10分的分值为标准，城镇居民的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参与客观状况的总体得分为5.14分，处于中等水平；在主观参与方面，以5分的分值为标准，城镇居民的“居民自治参与意愿”（3.54分）和“居民自治参与效能”（3.36分）的得分处于较高水平，“居民自治参与满意度”（2.94分）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2]

 这些数据都反映了我国的政治参与水平不够高，虽然民众有参与的意愿，但是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不高。当然也有最新研究，如调查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至2016年6月10日，面向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网络问卷4886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458份的《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观念调查报告（2016）》发现：我国公众已经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政治参与的基本素质较高，而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更愿意参加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投票意识，但还受一定的人情因素影响；对于公开竞选具有一定的认同度，并已形成较强的边缘性竞选行为；网络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新平台，近半数受访者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而网络“围观”现象不容忽视；政治效能感是影响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它受到性别、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的影响。
[3]

 不过，以上研究都显示，现实政治参与尽管受网络政治参与的冲击，但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之一。为此，本章的具体研究对象为现实政治参与，指的是传统政治参与，即包括现实中的政治投票、利益表达、利益抗争等一系列行为。

目前已经出现一些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李亚妤通过分析对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调查数据，描绘了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并探寻了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两个主要因素：工具层面/心理层面的互联网使用和网络社会交往。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网民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第二，上网时间、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社会网络规模、网络社区归属感、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
[4]

 潘忠党通过分析来自全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集中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中，公民政治参与包括获取时政知识、参与意见表达、参加社群组织及其活动，以及在地方选举中投票这四个维度。
[5]

 也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互联网在我国推进民主的潜在作用。
[6]

 本书的相关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和公民政治参与都有地域和地方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市化程度和居民教育水平等相关；在这种差异或不均等的场景中，互联网使用对公民政治参与有普遍的正向影响。同时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还有：（1）社会-经济条件因素；（2）心理卷入和信心因素；（3）传统媒体使用因素。本书所勾勒的一个总体图像是，互联网使用和公民政治参与是各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个人的物质和心理资源掌握程度的体现。陈云松使用CGSS 2006年的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可以扩大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互联网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抑制性双向因果”意味着拓展利益诉求渠道是消除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
[7]

 臧雷振等通过对全国性大样本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对中国公众不同类型的政治行为有着差异化影响，其中互联网对促进公众参与的相应政治行为的影响有限。
[8]

 不过，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互联网的使用水平而不是互联网的使用目的。
[9]

 为了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是如何促进政治参与的，本章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来分析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是如何与现实政治参与相关联的。

使用与满足理论最早由Katz等人提出。这一理论认为传播学研究不应当仅关注“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还应当仔细研究“人们对媒体做了什么”。也就是说，与仅仅分析媒介内容的接触效果的理论不同，使用与满足理论着重探索用户的需求与动机是如何产生媒介使用效果和其他效果的。
[10]

 对于传统的大众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来说，一些基本的媒介使用需要包括信息获取目的、社会交往目的、娱乐目的和个人身份认同目的。

最近几十年，研究者将使用与满足理论扩展到人际传播的媒介以及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混合的媒介中，例如固定电话、互联网和手机等。1990年以来，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章发表数量在不断增长，这与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Ruggiero所指出的，“对于新的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早期互联网，使用与满足理论总能提供最前沿的理论路径”
[11]

 。

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中，媒介使用方式及其后果是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2]

 例如，Finn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关键要素是：（1）媒介使用的受众的社会及心理需求；（2）不同的媒介使用方式导致不同的结果；（3）媒介使用的不同介入程度。
[13]



本章从后两个关键要素出发，着力探索互联网的使用，包括使用时间与使用方式是如何影响现实政治参与的。



注释：


[1]
 房宁.政治参与蓝皮书：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
 房宁.政治参与蓝皮书：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观念调查报告（2016）［EB/OL］.（2016-07-09）.http://www.rmlt.com.cn/2016/0704/431469.shtml.


[4]
 李亚妤.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J］.新闻大学，2011（1）：69-81.


[5]
 潘忠党.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的普遍性［J］.新闻大学，2012（6）：42-53.


[6]
 LEI Y W.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J］.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11，28（3）：291-322；SHEN F，WANG N，GUO Z，et al.Online network size，efficacy and opinion expression：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Internet use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09，21（4）：451-476.


[7]
 陈云松.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J］.社会，2013（5）：118-143.


[8]
 臧雷振，劳昕，孟天.互联网使用与政治行为——研究观点、分析路径及中国实证［J］.政治学研究，2013（2）：60-75.


[9]
 CHARNEY T，GREENBERG B.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the Internet［M］//Lin C，Atkin D.Communication，technology and society：new media adoption and uses.Cresskill，NJ：Hampton Press，2002：383-406.


[10]
 BLUMLER J G，KATZ E.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4.


[11]
 Ruggiero T E.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J］.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2000，3（1）：3-37.


[12]
 KATZ E，BLUMLER J G，GUREVITCH M.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the individual［M］//Blumler J，Katz E.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Beverly Hills：Sage，1974：19-32.


[13]
 FINN S.Origins of media exposure：linking personality traits to TV，radio，print，and film use［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7（24）：507-529.


4.2　文献回顾与相关问题

根据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网民每周的人均上网时长达20.5小时，相比2011年提升了1.8个小时，平均每天2.93小时。而中国网民的网络应用也多种多样，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12年，中国网民的各类网络应用不断增长，可见表4-1。


表4-1　2011—2012年中国网民对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image: ]


[image: ]


注：该报告中旅行预订指最近半年在网上预订过机票、酒店、火车票和旅行行程的行为，与之前报告中的定义有差异，该报告还增加了网上火车票预订。

如此长的上网时间和如此多的网络应用究竟对中国人的现实政治参与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里分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互联网使用时间与现实政治参与

互联网的相关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互联网使用时间。有学者认为如果人们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互联网上，就会导致现实社会交往时间的减少，最终导致现实社会网络的削弱或损害及停止参与社会活动。
[1]

 这被称为互联网的时间替代假说（the time-replacement hypothesis）。这一假说的提出基于以下几种理由：首先，人们将时间花到互联网上，用于各种个人娱乐，导致本来应该用于建立社会网络的时间被挤占；其次，互联网上的交往与现实的人际交往并不相同，并不一定就能发展出促进政治参与的社会信任；再次，由于物以类聚，互联网中的每一社区中的参与者在兴趣爱好等方面都较相似，社区仅能为思想相同或相似者提供交流平台，并不能促进多元观点的碰撞与交流。
[2]



当然，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如Best和Krueger指出互联网的交流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增加，另外，互联网是政治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而这些信息恰好为现实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3]

 不过，最近却有研究显示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与现实政治参与无关，例如Quintelier和Vissers通过对6330个16岁的比利时青少年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其现实政治参与无关。
[4]

 当然，这一研究仅调查了没有投票权的16岁青少年的情况，就整个网民群体来看，互联网使用时间与现实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应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为此，本章提出第一个问题：


问题1：就整体网民而言，互联网使用时间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现实政治参与

除了互联网使用时间，互联网使用方式也与现实政治参与相关，其中有些使用方式与现实政治参与呈正相关，有些则与现实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并且不同的使用方式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层次也不同。
[5]

 要了解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情况，则需要区分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

相关研究显示，对互联网信息的使用能激励人们介入社会活动以及现实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使用互联网来寻求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收集新闻，以及交换思想的人，被发现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
[6]



另外，用来进行沟通交流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如发送包含政治内容的邮件，在线投票等也会对现实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比如Wellman等（2003）指出互联网可促进大量的社会交往的出现，而这又促使使用者与他人及社区的联系。
[7]



至于互联网的娱乐功能，已有研究显示，使用传统媒介，特别是电视，用于娱乐的行为并不能有利于现实政治参与。
[8]

 而使用互联网来娱乐的行为也被发现不利于现实政治参与。
[9]

 如Shah等（2001）发现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的行为与其影响现实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变量——社会资本呈负相关。
[10]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显示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现实政治参与有强烈的影响。例如，Quan-Haase和Wellman（2002）指出尽管互联网的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有补充作用，但是并不能真正改变其现实政治参与的程度
[11]

 ；Bimber（2003）指出互联网的使用并不能提升选举率
[12]

 。

基于上面的文献回顾，本章提出第二个问题：


问题2：就整体网民而言，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究竟如何？




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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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UCKMAN J N，NELSON K R.Framing and deliberation：how citizens’conversations limit elite influence［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47（4）：729-7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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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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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方法

4.3.1　样本数据

一、样本数据背景

本次统计数据调查的时间为2011年4月到6月，调查的对象是在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年满18周岁的住在广州的居民。之所以选择广州作为本研究的地点，是因为广州是我国较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大量较为开放的媒体的发展。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的出现，广州市市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时有见于媒体的报道当中。例如，2009年l月26日，《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将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以破解垃圾处理难题；同年2月，政府官方网站和相关媒体相继披露该工程的地址及进展情况，地址选在广州市番禺区；9月，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番禺业主论坛上出现大量反对垃圾焚烧的意见且受到广州部分媒体的关注；10月，番禺公众进一步采取了集体上访等反对举措，媒体积极跟进报道；11月下旬，新浪微博关于吕志毅涉嫌与垃圾焚烧企业存在利益关系的消息更是激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演变成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在公众的理性参与、政府的积极回应、媒体的广泛报道之下，这起历时三个月的公共事件最终达成了政府与公众“双赢”的局面。
[1]

 又如，2011年5月5日，一高中生来到广州地铁一号线的烈士陵园站B1出口，拿出事先写好的大牌子，粉红色的大字写着：请支持联名反对“统一”化翻新行动。这一简单的个人化行为，最终上升为一场民意的动员与官民的对话，并且为媒体广泛地报道。
[2]

 虽然这些事件是个案，但却显示出广州市民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媒体的报道不是研究的核心证据，却能促使我们去关注这一问题。

二、样本数据获得

本章调查的对象是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年满18周岁的住在广州的居民，样本由两组数据组成：

（1）第一组数据来自于2011年4月到6月在广州市范围内进行的一项电脑辅助电话调查。调查的被访者为经过培训的选修“电话调查”的本科生。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此次调查的访问对象的电话号码采取随机生成法，在接通的家庭（单位、公用电话等均不访问）中按最近生日法选择一位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作为访问对象，最终共成功访问555名被访者，根据AAPOR（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第三公式计算，访问成功率为33%，这里的AAPOR（2011）第三公式为：

RR3=I/［（I+P）+（R+NC+O）+e（UH+UO）］

其中，I=全部成功访问的被访者，P=部分成功访问的被访者，R=拒访者及中断者，NC=未能接触到的被访者，O=其他原因未被访问者，e=样本身份已明者中合格者之比例，UH=不知是否为合格的住户单位，UO=住户单位中不知道是否有多个被访者的情况。

在调查结束后，笔者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核对了变量的取值和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对于不合格样本及存在着缺失值的数据予以整体删除，总共得到518个数据。

（2）第二组数据同样来自于2011年4月到6月在广州市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但这次调查是网络调查，通过QQ，一种当前中国网民常用的网络沟通交流工具进行配额调查。虽然配额调查不同于传统的按比例分层抽样，但却能产生可与总体特征进行比较的数据（Putnam，2000；Putnam、Yonish，1999）。其具体配额过程如下：①使用QQ号码登录，没有QQ号码的注册一个号码；②点击QQ右下角“查找”；③在弹出窗口“查找方式”选择“按条件查询”，国家选择“中国”，地区选择“广州”，其他的设置根据前几年的网民统计数据中的性别和年龄数据进行配额；④为了增加访问成功率，选择默认“在线”；⑤查找到相应对象，就按顺序采访，直到成功采访为止。参与访问的调查员为选修笔者“网络经营管理”和“网络传播概论”课的学生。为了保证信度，调查员完成访问后需要填写该次成功访问的被访者的QQ号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最终共成功访问1188名被访者，在调查结束后，笔者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核对了变量的取值和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对于不合格样本及存在着缺失值的数据予以整体删除，总共得到976个数据。

综合第一组数据和第二组数据，该次调查共获得1743个样本，经过核查校验后得到有效样本1494个，调查的成功率为85.7%。以下分析都围绕这1494个有效样本进行。

三、样本数据特征与相关公开总体数据的比较

由于无法找到对住在广州市的网民的整体调查数据，所以只能将样本数据与全体中国网民的数据及住在广州市的市民的分布数据做比较。

（1）将样本数据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1月）中的网民结构进行对比，可见表4-2。


表4-2　样本数据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1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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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本次调查根据实际需要没有调查18岁以下的被访者，因此统计数据也将18岁以下的比例剔除，重新计算18岁以上的各群体的比例。而且由于该调查是在2011年进行的，所以仅将其与2011年的互联网数据进行比较。

（2）将样本数据与广州统计局（2006）公布的广州市2005年1%人口抽样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可见表4-3。


表4-3　样本数据与广州市2005年1%人口抽样统计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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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无法找到最近的关于广州市的公开的人口抽样数据，所以只能与200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虽然样本数据与相关数据有些许出入，但就整体上来看，从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地域分布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的样本数据对于住在广州市的网民这一总体来说是有足够的代表性的。

4.3.2　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一、现实政治参与

在本章的研究中，调查问卷共列了8个方面的项目用于测量居民政治参与这一指标。其中有2个现实生活中的投票选举情况指标：（1）在区人大代表或村主任选举中投票；（2）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竞选或帮助候选人参加竞选。其答案为“有”和“没有”，其余6个为其他的政治参与项目，这些项目的答案都按李克特量表设计为“经常”“较经常”“一般”“较少”“很少”和“没有”6个等级，并得出表4-4。这8个项目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85。


表4-4　广州市市民的政治参与（N=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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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4可以看出，目前，单位仍然掌握着相当重要的资源，通过找单位领导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多达1.5%和4.0%的受访者“经常”和“较经常”为自己或朋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反映。相比之下，表示“经常”和“较经常”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找政府领导反映的只有0.7%和3.1%。

根据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笔者对政治参与的8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两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将两个因子命名为“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子”和“人大选举参与因子”。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子包括“为自己或朋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反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找政府领导反映”“与媒体联系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人大、政协委员联系并向其提意见”“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到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人大选举参与因子包括“在区人大代表或村主任选举中投票”“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竞选或帮助候选人竞选”，见表4-5。


表4-5　现实政治参与的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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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子包括“为自己或朋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反映”，“为自己合法权益找政府领导反映”，“与传媒联系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人大、政协委员联系并向其提意见”，“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到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6个构成变量，人大选举参与因子包括“在区人大代表或村长选举中去投票”，“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竞选或帮助候选人竞选”2个构成变量。

二、互联网使用时间

互联网使用时间这一变量采用以下问题来测量：“现在您每天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是多少小时？”该次调查结果为M=5.296，SD=2.905，这比上述报告中的平均每天2.93小时要高，仅比“新媒体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体选择”课题组在天津、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所获得的数据，即平均每天使用互联网4.25小时高一点。
[3]

 考虑到这两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且广州是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本章的数据显示广州网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为5.29小时是合理的。

三、互联网使用方式

本章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操作化定义主要集中在出于何种使用目的，即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动机上。祝建华等在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及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种网民需求（动机的内容）类型，即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获得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获得有关工作的信息、娱乐、表达个人意见和看法，以及增进人际关系。
[4]

 本章借鉴祝建华的这一分类，结合本章的现实政治参与概念，提出网民使用互联网的六种动机：上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上网进行网络购物或网上支付，上网与朋友、家人或其他人沟通交流，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上网娱乐或满足个人爱好（如玩游戏、听音乐、看电影等），上网获得有关工作、生活的信息，并形成从极少使用（赋值为1）到经常使用（赋值为5）的5级李克特量表，最终数据如表4-6所示。


表4-6　互联网使用方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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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在广州网民中，其网络使用方式存在着显著的不同。42.20%的网民经常上网与朋友、家人或其他人沟通交流；35.90%的网民经常上网娱乐或满足个人爱好（如玩游戏、听音乐、看电影等）；23.60%的网民经常上网获得有关工作、生活的信息；23.00%的网民经常上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15.00%的网民经常上网进行网络购物或网上支付；而仅有8.50%的网民经常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

四、传播变量

在电视新闻方面，用一个五级量表调查被访者每天看电视新闻的频率，从极少看（赋值为1）到经常看（赋值为5），其每天看电视新闻的频率的变量值为M=3.06，SD=1.236。在报纸新闻方面，用一个五级量表调查被访者每天看报纸新闻的频率，从极少看（赋值为1）到经常看（赋值为5），其每天看报纸新闻的频率的变量值为M=2.91，SD=1.259。在政治讨论方面，测量问题为“你平时与其他人讨论政治问题吗”选项：（1）极少讨论；（2）较少讨论；（3）有时讨论；（4）较多讨论；（5）经常讨论。其每天进行政治讨论的频率的变量值为M=2.50，SD=1.00。

五、控制变量

本章将年龄、性别、教育、政治兴趣和收入这些被发现对因变量有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有关政治兴趣的问题是“你对政治感兴趣吗”，从“非常感兴趣”（赋值为5）到“极不感兴趣”（赋值为1）分为五个选项。另外将被访者划分为党员（赋值为1）和非党员（赋值为0），并作为政治身份变量。其控制变量值的分布如表4-7所示。


表4-7　控制变量值的分布（N=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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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董天策，胡丹.试论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媒体角色——从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报道谈起［J］.国际新闻界，2010（4）：53-57.


[2]
 庞清辉.16岁高中生质疑广州地铁翻新引发全民讨论［EB/OL］.（2011-05-23）.http://news.workercn.cn/c/2011/05/23/110523150946641623890.html.


[3]
 李亚妤.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J］.新闻大学，2011（1）：69-81.


[4]
 ZHU J H，HE Z.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needs，and perceived popularity adoption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J］.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2，29（4）：466-495.


4.4　研究发现

在本章中，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为类别变量（哑变量）或连续变量，同时为了考察多层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此使用分层线性多元回归分别将政治参与的两个因子——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变量和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因变量对自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得出表4-8。


表4-8　影响广州市市民政治参与的分层线性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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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正如表4-8所示，在控制变量组中，政治身份（B=0.068，p<0.01）和政治兴趣变量（B=0.224，p<0.001）对一般的政治参与有着正面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党员比非党员有着更多的一般的政治参与，而政治兴趣越高的被访者，一般的政治参与就越高。性别（B=-0.058，p<0.05）对一般的政治参与有着负面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与一般的理解不同的是，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多的一般的政治参与。另外，年龄（B=0.179，p<0.001）、政治身份（B=0.069，p<0.01）、收入（B=0.087，p<0.01）、政治兴趣变量（B=0.106，p<0.001）对人大选举参与有着正面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年长的被访者的选举参与较多，党员比非党员有着更多的地方人大选举参与，收入高的被访者的地方人大选举参与较多，而政治兴趣越高的被访者，其地方人大选举参与也越多。控制变量模块对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变量解释了7.2%的方差，对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因变量解释了7.7%的方差。

在传播变量组中，看电视新闻频率变量（B=0.064，p<0.05）和与他人讨论政治问题变量（B=0.133，p<0.001）对一般的政治参与有着正面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看电视新闻频率高的被访者有着更多的一般的政治参与，而与他人探讨政治问题较多的被访者，一般的政治参与就越多。另外，对于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因变量，传播变量组仅有与他人讨论政治问题变量（B=0.054，p<0.1）对其有微弱的影响。传播变量组模块对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变量增加解释了1.8%的方差，对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因变量增加解释了0.5%的方差。

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和传播变量后，在互联网使用时间变量组中，平均每天的互联网使用时间变量对一般的政治参与及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均无影响，互联网使用时间变量组模块对一般的政治参与因变量及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因变量都没有增加其解释方差，都为0%。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互联网使用方式变量组对一般的政治参与及地方人大选举参与因变量的增加解释方差分别为2.7%与1.0%。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变量对两个政治参与因子都有正面显著影响（对一般的政治参与为B=0.166，对地方人大选举参与为B=0.069）。此外，上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对一般的政治参与有负面显著影响（B=-0.075，p<0.01）。


4.5　本章的讨论与结论

4.5.1　结论

本章分析了互联网使用时间及使用方式与现实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本章发现“问题1：就整体网民而言，互联网使用时间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究竟如何”
 的答案为：互联网的使用时间对广州网民的现实政治参与没有影响，也就是说，花费更多时间上网的广州网民并不一定就更频繁地进行现实政治参与。然而，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却与现实政治参与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互联网使用时间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远远比不上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它的影响。这表明互联网的时间替代假说或者对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夸大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从2005年7月用户平均每周上网14.0小时到2012年用户平均每周上网20.5小时，中国网民的互联网使用时间在不断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也在随之上升。

而互联网使用方式中的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对现实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这与国外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Martin和Schmeisser研究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大学生对SNS网站的使用以及他们的现实政治认知与现实政治参与情况，发现学生在网络上的政治积极性越强，他们的现实政治参与可能性就越大。
[1]

 这一结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表明越倾向于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网民，其现实政治参与就越多；而在于它反映了在网上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人虽然是网民中的一部分成员，但却是整体网民中现实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一群。因此，掌握网络上的舆论（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实际上就掌握了现实中积极参与政治的网民的主要意见。

互联网使用方式中的上网进行网络购物或网上支付，上网与朋友、家人或其他人沟通交流，上网娱乐或满足个人爱好（如玩游戏、听音乐、看电影等），上网获得有关工作、生活的信息对现实政治参与都无显著影响，而这些使用方式都可被归结为实用或娱乐性的使用方式，对于现实政治参与来说，这些没有明显的实用及娱乐性的行为就难以与之相关了。

互联网使用方式中的上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对一般的政治参与有负面显著影响，这与国外的同类研究是不同的。例如Shah等发现互联网作为一个政治信息的来源和公众表达的空间，其中信息的获得，无论是传统的信息还是网络信息，都对人与人之间的政治讨论和网络政治信息的交流有影响，而这最终促进了社会参与。
[2]

 对本章的研究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广州网民通过上网了解的国内外新闻事件与传统媒体提供的国内外新闻事件并不相同，而这最终对一般的政治参与产生了负面显著影响。例如，祝建华和何舟在2000年通过对北京和广州的2600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对互联网的可信度的感知、认知结构以及收看香港电视对人们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偏好有影响。
[3]

 这就是说，如果广州网民通过上网了解的国内外新闻事件不同于在传统媒体上了解的新闻，则会对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偏好产生影响，并将最终影响其现实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当然，这样的结论还需要未来的研究引入更多的变量、采取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来证实或证伪。

上述分析回答了“问题2：就整体网民而言，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究竟如何？
 ”即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现实政治参与分别产生正向显著、负向显著、无关的影响。

4.5.2　发展预测

2012年以来，从全世界来看，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消费者重要的使用方式。2012年12月的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尼尔森的报告显示，消费者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比花在任何其他网站上的时间都要多——通过个人电脑登录社交媒体的时间大概占了他们上网总时间的20%，而通过手机登录的则为30%。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也呈现出移动化、网络化、融合化、社交化等特点，新应用、新功能不断涌现，互联网深深“植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

本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有影响，而现实政治参与反过来也影响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各种互联网使用方式中，如微博这样的可以促使公众在网上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网络工具在不断发展。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增幅达到23.5%。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较2011年底提升了6个百分点，达到54.7%。虽然只有部分微博用户会在网上发表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但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李银河、韩寒、展江等发表的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往往能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力，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另外，自2011年开始，微博还相继出现了公民个人独立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新鲜事。很多微博名人纷纷在各自城市宣布参选，后来还涌现出了大学生和高中生身份的独立候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微博发表言论，表示将在所在城市的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区级人大代表。这些行为已经从发表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间接政治参与转向直接政治参与，从发表一般看法转向要求实现被选举权。

在2012年，公民还通过互联网发表观点进行舆论监督，进行间接政治参与，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2012年8月，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因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面含微笑而被人拍照放上网，这引发了争议，有网友还指出杨达才有多块名表。随后，杨达才又被曝出拥有价值十万多元的眼镜和名贵腰带，再次引发热议。后杨达才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再如2012年11月，人民监督网发表了调查性报道《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性贿赂与少女淫乱视频》，文章和视频发表66小时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证实相关视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11月23日，重庆市委免去雷政富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以及互联网使用工具和方式的发展，不同形态的网络行为和影响将更为复杂，因此必须要用新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4.5.3　对策和建议

首先，本章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互联网使用时间及使用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探索了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正面、负面、无关的影响。研究发现，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与现实政治参与显著相关。网络论坛、博客、聊天室所反映出来的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政治参与者的看法，因此网上舆论值得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进行关注。如果我们要促进现实政治参与，就需从培养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尤其是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着手，而不仅仅是增加互联网使用时间或发展别的互联网使用方式。

其次，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传统的抽样调查已难以准确、全面地把握其意见、态度与动向，这就需要使用新的技术工具，如利用大数据工具来分析互联网的论坛、博客、微博等，并从中发现其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趋势。2007年，雅虎的Duncan Watts在《自然》上发表文章《21世纪的科学》。他发现，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的发展，个人在真实世界的活动得到了准确度前所未有的记录，这些记录为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由于能测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他认为，社会科学将脱下“准科学”的外衣，在21世纪全面迈进科学的殿堂。例如，新闻的跟帖、网站的下载记录、社交平台的互动记录都为政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4]

 2012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大数据研发计划”。该计划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能源部、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地质勘探局这6个联邦政府部门，承诺将投资两亿多美元，大力推动和改善与大数据相关的收集、组织和分析工具及技术，以推进从大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中获取知识和洞见的能力。2014年9月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院；2014年4月，清华-青岛数据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开展大数据科学研究；2015年10月，复旦大学的大数据学院与大数据研究院成立。国外的情况显示，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发展，使用大数据工具进行分析等方法将成为新型的研究办法。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在2013年的一场讲座中指出，大数据可以应用于各种科学中，计算机科学为27%，工程学为27%，生物化学为20%，物理数学为11%，商业为8%，而社会科学虽然最低，但也占了7%。
[5]

 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大数据应用已经渗透到语言学研究
[6]

 、政治学研究
[7]

 、经济学研究
[8]

 、教育学研究
[9]

 、心理学研究
[10]

 、社会学研究
[11]

 、历史学研究
[12]

 、电影研究
[13]

 等各个领域。其中大数据应用于传播学研究的有：分析大数据时代的新闻生产、广告营销、社会舆情
[14]

 ；利用大数据挖掘并分析技术研究新浪高转发微博
[15]

 ；对百度搜索关键词数据进行数据价值挖掘，构建反映社会舆情的基本状况
[16]

 ；等等。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最后，随着新的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发展，政治参与也从间接参与走向直接参与。虽然直接参与的作用和影响还不大，但是这样一种趋势值得研究和引导，使其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这种趋势也促使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形成良好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4.5.4　本章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章对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互联网使用时间及使用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探索了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正面、负面、无关的影响。其次，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与现实政治参与呈显著相关，网络论坛、博客、聊天室所反映出来的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政治参与者的看法，因此网上舆论值得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进行关注。最后，如果我们要促进现实政治参与，就需从培养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尤其是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着手，而不仅仅是增加互联网使用时间或发展别的互联网使用方式。

4.5.5　本章的研究局限

本章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章是一个横截面式的调查研究，虽然发现了互联网使用中的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与现实政治参与有相关，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是互联网使用中的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导致了现实政治参与，也可能是现实政治参与影响了人们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本章不能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推论，仅能为互联网使用的某些方式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存在关系提供经验证据而已。而如果要建立这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我们一方面需要面板数据，即包括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在社会科学中是很少有的
[17]

 ，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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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互联网使用工具与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

上一章分析了互联网使用时间、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中国公民的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接下来本章将分析互联网使用工具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互联网使用工具包括BBS、博客、微博、微信等，由于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工具所带来的社会网络和话语表达都有所不同，因而也会造成中国公民的不同的网络政治参与。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互联网政治参与时，并没有详细分析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工具的发展，如电子邮件、博客、社交网站等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所起的作用与特点。为此，本章把互联网政治参与使用工具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的问题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公民是如何利用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工具进行政治参与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注释：


[1]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已发表在笔者的相关文章里。


5.1　互联网政治参与使用工具分析

2014年7月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2014年6月，中国网民对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为：论坛（BBS）使用人数为12047万，网民使用率为19.6%；博客用户规模为1.22亿，使用率为19.3%；微博使用人数为27535万，网民使用率为43.6%；即时通讯使用人数为56423万，网民使用率为89.3%。
[1]

 报告显示中国网民的各类网络应用有17种，可分为四大方面：（1）信息获取；（2）商务交易；（3）交流沟通；（4）网络娱乐。在这四方面中，交流沟通和信息获取这两方面在政治参与中表现突出，下面将分别介绍。另外，有些网络使用工具，如微信、网络签名和个人或机构自己建立的主要进行信息发布的网站虽然没有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中直接呈现，但是对于政治参与也有重要的影响，因而本章也将对这些工具予以分析。

5.1.1　交流沟通型的互联网政治参与

一、通过即时通讯获得“弱关系的强度”

即时通讯包括QQ、MSN、手机短信等工具，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即时通讯用户规模达4.68亿，比2011年底增长5265万，年增长率为12.7%；即时通讯使用率为82.9%，较上年底增长了两个百分点。即时通讯的广泛使用，有力地促进了网民的“弱关系的强度”，使陌生的人群联结起来。“弱关系的强度”最早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Mark Granovetter提出。
[2]

 通过普通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可以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为丰富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相对较小。Granovetter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并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在Granovetter看来，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通过它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Granovetter的弱关系假设就是指弱关系发挥着提供非重复性信息的桥梁作用。使用弱关系谋求职位流动的人，正是由于了解非重复的信息更有价值，才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目前的即时通讯网络大致可以分为基于熟人之间的和基于陌生人之间的。虽然基于熟人之间的即时通讯网络只不过是复制自己的“强关系”到网络上并予以维持和发展而已，但是通过熟人的熟人扩展出来的“弱关系”以及直接基于陌生人产生的“弱关系”都必将使网民获得大量的“弱关系”资源，从而有利于增进网民之间的“弱关系的强度”。Wellman和Giulia通过研究发现，虚拟社区如果能成功地维系强的、支持性的社区联系，也会增加弱关系的数量和多元性，尤其适合维系不能常见面者之间中级强度的联系。
[3]

 这说明，无论是基于熟人还是基于陌生人的即时通讯，都有可能增进其联系，即时通讯中的弱关系的数量和多元性的增加，将会大大扩展不同阶层连接的通道，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例如，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厦门数百万市民间转发一条关于PX危害性的短信，其内容是：“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短信的传播，引发了厦门市市民的集体“散步”。在游行当天，网友北风及令狐还利用手机短信及网络，成功地在牛博网上进行了全程的现场报道。在国内传统媒体普遍缺位的情况下，这次直播几乎成为唯一的连续的现场消息来源。
[4]

 而该事件也在政府承诺重新组织区域规划环境评估后结束。再如，2008年抵制家乐福超市事件的传导链条主要是即时通讯工具。2008年4月13日，在北京白石桥东的家乐福广场外，穿着红色奥运文化衫的水木清华网民小K两手侧举，拉开一面中国国旗，对奥运火炬在巴黎的遭遇进行抗议。4月14日，小K的照片上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头条，旋即，“抵制家乐福第一中国人”的消息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同一天，包括小K在内的大量MSN用户，在MSN的签名上添加了表情符“红心”+“CHINA”。之后，超过230万人使用了这个签名。4月15日，网友杨聪和7个大学生在昆明南屏步行街家乐福超市门前进行“五一”抵制活动的预演。他们拉开一条长20米的横幅，上面写着：“支持奥运，反对‘藏独’，抵制法货，抵制家乐福。”一些人自发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使之成为一个50多人的团体。此后，杨聪正式在QQ上建立了“5·1抵制家乐福”QQ群。网络的力量让参与人数呈几何级数增加，不到3天，这个群爆满。
[5]

 手机短信、MSN、QQ这些即时通讯使得大量陌生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增强了个体之间的弱关系强度，为集体行动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

二、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更为方便、高效的政治参与

电子邮件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融合了起来，电子邮件的这种功能极大地扩展了传播的范围与传播的功效，电子邮件的大量信息传播使其发挥着大众传播的功能。例如，个人可以制作电子邮件报刊，从而实现大众传播的梦想，而大众传播机构利用电子邮件，则能达到人际传播的功效。电子邮件在多种传播形态中，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形态中的表现和特点，使其成为新型的政治参与手段，有效地促进着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反馈，从而使政治活动更加活跃。

电子邮件是较早的网络使用工具之一，也是较为普遍的网络工具之一。各级政府往往也都通过公布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如“市长信箱”等，使网民可以直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要求。这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更为方便、高效。自我国广泛发展电子政务后，“市长信箱”在全国普及开来。例如，夏杰等通过对全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政府门户网站的“市长信箱”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上海市的回复质量是满意度最高的。而“市长信箱”的回复时效、回复质量都影响了人们对其的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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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人民网建立了类似于“市长信箱”的全国性的领导干部网络留言系统，普通网民无须注册，就能对中央领导、代表委员、部委领导以及各省、市政府领导进行留言。截至2011年12月5日，留言板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留言逾21万条，而这一数字还在以每日上百条的速度增加。随着“地方领导留言板”人气的增长以及网络问政在各地的生根发芽，已有50位省委书记、省长，310多位地市级一把手，以及530位县委书记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开展留言办理工作，以官方名义回复了近7万个网友的问题，涉及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此外，陆续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针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网民留言出台文件或规定，形成固定工作机制。

与传统意义上的信访途径相比，公民通过电子邮件或类似工具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更加方便和直接，效率也更高。因为它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克服了许多人为的障碍，这对于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府职能变革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通过BBS（电子论坛）进行意见的表达

BBS（电子论坛），又译为“电子公告牌系统”，既为人们获得信息提供了方便，也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直接参与政治提供了可能。正如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一书中的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而网络作为新的政治参与手段无疑更具威力。当网络应用于政治后，它必然推动公民与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通过在BBS上自由地进行意见表达，网民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自由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从而影响政府在公共决策与公共行为中的选择与偏好，间接地进行政治参与。王艳玲等以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天涯杂谈”为例，发现网络论坛为普通公众开辟了一个参政议政的舆论空间，扩展了反映民情民意的渠道，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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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六七月间，淮河流域的洪灾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不少人通过不同渠道提出治淮建议，新华网、人民网等论坛上更是有数千名网民参与关于治理淮河方案的讨论。安徽省水利厅的领导评论说，“许多观点对实际工作大有裨益”。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还要说一下，其实关心‘两会’的是全中国人民。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2008年6月20日，人民网“强国论坛”使中国网民首次在网络论坛上实现了与胡锦涛总书记的在线交流；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2009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中新社与人民网共同推出“E两会”，以网络论坛为载体，让普通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理想变成现实，把互联网政治参与大大地向前推进。

陈剩勇和杜洁以2004年3月至2004年7月为考察期，分别对搜狐网“焦点评论”、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新浪网“时事论坛”这四大论坛在此期间讨论的热门主题进行统计，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四个论坛共产生了四千多个热门主题，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反腐倡廉、国际时评、国防军事、爱国之情、缅怀领袖、教育和科技、理论争鸣、历史反思、“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网络现象评论、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关注弱势群体、金融证券、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治安、媒体反馈、体育文娱、和平统一等方面。四个论坛对各方面内容的讨论并不平衡，从统计数据来看，热门主题主要集中在民主法治建设、反腐倡廉和体育文娱三个方面（分别占总帖数的9.65%、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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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在BBS中能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直接交流，在参与过程中找到一种掌握权力和受重视的感觉。公民参与BBS的交流是无拘束的、自发的，是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讨论形式，这也有利于促进更多的主动参与，而不是动员参与的形成。

四、通过博客/个人空间进行互联网政治参与

“博客”一词来自于英文Blog，是Weblog的简称。Weblog即web与log的组合词，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log，也就是日记（日志），以时间顺序来排列每天记录的东西；其次它是以web（网页）的形式显示和发布的。因此，“博客”是网络上的一种流水记录形式，也称为“网络日志”。博客最早于1997年在美国出现，是一种用网页形式来呈现的个人日记，2002年进入中国。根据2007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中国博客市场调查报告》，博客被定义为“由博客服务托管商提供，网民通过注册获得使用资格的一种网络空间，网民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言论、观点等供他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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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生产平台，方兴东等人认为，“博客完成了内容生产的革命，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微博完成了内容传播的革命，真正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即时传播的理想。博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个人媒体，而微博赋予个人媒体以大众媒体的传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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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3年以来，博客技术开始在国内网络中迅速推广，成为建立个人空间的简易平台。《2006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8月底，中国注册博客空间数量接近3400万。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2次调查，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博客及个人空间数量已超过1亿。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为3.72亿，较上年底增长5435人。网民中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占比为66.1%，较上年底上升了4个百分点。

博客是一种“零门槛”的网上个人写作、出版方式，“零门槛”主要满足“四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形式）。因此，博客对作者是完全开放的，只要你手边有台电脑，能上网，会简单的计算机操作，你就能成为一名博主。博客对读者同样是完全开放的，这种全新的网上个人出版方式让传统的“把关人”角色不复存在，博客集信息的接受者、发布者与传播者于一身，各种思想可充分地分流、整合。博客还是一种私人日记和公共发表相结合的表达空间，具有很好的转换灵活性，特别适合发帖频率高、文章质量上乘的舆论领袖。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利用博客发表言论，影响舆论，进行政治参与。

例如，作为在门户网站新浪名人博客中排名第一的韩寒自2005年开办博客以来，2007年9月博客访问次数过亿，从2008年开始，韩寒发表了较多关注公共事件的博客，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韩寒到灾区支援并通过博客发布信息，韩寒还在博客评论北川政府采购豪华越野车、央视新大楼失火、在电脑上强制安装过滤软件“绿坝”、“钓鱼执法”等事件。浙江传媒学院黄宏通过对2009年韩寒的博客进行分析发现，在韩寒该年发表的79篇博文中，公共类话题有35篇之多，而这35篇又基本都是批判性话题，近七成明示了话题发生地，其中上海占了11篇，而这些话题主要取自于传统媒体，以民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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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的博客阅读量常有十万或数百万，跟帖数也成千上万。在2010年5月初，韩寒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时代》周刊对韩寒的简介是：“中国最畅销的作家，引发各界对中国僵化教育体制质量的辩论；他还是一个狂热的赛车手，并写了一个超级流行的、以戏谑主流文化为乐的博客，他以调侃口吻针砭文化名人和不称职官员。”

经过统计分析，在韩寒所发表的316篇博文中，有128篇获得推荐。韩寒的博客除了发表关于自己的生活情况，以及文化娱乐圈的事情外，更多的是对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和点评，进行着观点表达的政治参与。而即使是文化娱乐圈的话题，也涉及公共关注的问题，比如，关于《建国大业》，韩寒在博客中指出里面很多的明星是外国国籍，引出“为什么中国的许多精英都愿意拿外国的护照”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韩寒还善于利用春秋笔法来进行批判，例如，在《三峡是个好大坝》里，韩寒这样说道：“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上下游的生态会失衡，我认为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前，生态已经失衡了，所以这个反对意见不成立。”在韩寒关注的公共问题中，有不少在全国都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如“杭州飙车致死事件”“上海‘钓鱼’事件”“直辖市交通税费”“北川政府采购豪华车”“湖南株洲高架桥垮塌”等。韩寒不仅发表观点，而且还对公共问题进行现实政治参与。如在汶川地震时，韩寒自己驾车到灾区去，通过博客发布信息。正是因为韩寒对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观点表达甚至批评，并且积极地参与公共事件，使得他的博客高居新浪博客排行榜前列，也使他成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见领袖。也有一些媒介从业人员利用新浪博客的平台撰写文章，对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进行反思、批评。例如，柴静在2013年12月9日撰写了博文《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对广济医院和苏格兰医生梅藤进行介绍，实际上是在反思现在的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这也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其他公共知识分子，如李银河、贺卫方、展江等也经常在博客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观点。公共知识分子强调自身的公共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公共知识分子在博客中对公共事件及时、自由地发表意见，与公众产生互动，使其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以其性学专家的身份、大胆出位的话语成为近几年大众媒体的“话题明星”。她在新浪博客发表的693篇博文，其中被推荐的有369篇，即超过一半的文章被推荐。她针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提出不少批评的意见，例如《广电总局封杀犯错艺人的做法值得商榷》。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她不仅进行批评，还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我国惩罚刑事犯罪和行政错误的相关法律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在这些犯罪、犯错公民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之后，在就业、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应当受到歧视；第二，可以提倡公众人物成为道德榜样，但是不应当因其私德瑕疵做出超过对一般公民的惩罚；第三，艺人的私德与他们的作品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因私德封杀作品缺乏依据。作为性学家的李银河，她的博客的内容既有就其专业问题对政府决策和行为发表的批判意见，如《国家机器这部巨型压路机》批评政府关闭换偶网站，也有针对公共问题发表的意见，如《从习近平吃包子说开去》。可以说，李银河不仅是一个专家学者，通过新浪博客还成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另一个专家学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孔庆东发表的一千多篇博文中165篇获得推荐，其博客的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也涉及广泛的现实问题和文化现象。他认为，一个好的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所谓人间情怀，就是你要看得见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群众，体会到他们的欢喜和哀乐，然后写下带着你生命温度的文字，给群众思想。普通群众不是不需要思想，而是需要有人给他们传授思想和思考的方式。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必须深入民众，团结民众，既要学习民众，也要教育民众。学者们应该把这些东西贡献出来”。正是因为孔庆东发言并不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其博客才保持了较高的人气和访问量。

五、通过社交网站进行互联网政治参与

2010年以来，互联网的技术向社交网站拓展。在国外，Facebook和Twitter的出现吸引了上亿的用户，其应用领域得以扩张；在中国，人人网、开心网的迅速普及，也体现了社交网站的扩散能力。社交网站融入了大量的技术元素，其核心是由明确列出朋友名单的简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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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简介是由网民个人输入自己的资料后自动生成的。网民加入社交网站后，会被要求填写包括一系列问题的表格，而网民简介就是利用这些问题的答案生成的。这些问题包括年龄、所在地、兴趣等，很多社交网站鼓励网民上传照片，一些网站还允许网民在简介上加入多媒体内容，如Facebook允许网民使用模块来提高其简介的质量。社交网站SNS允许用户创造个人页面，列出好友名单和自由发表评论。2011年，从英国伦敦大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西亚北非“茉莉花运动”，社交网站都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动员的作用。

社交网站之所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主要在于它扩展了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增加了网民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增加，则有利于网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创立的六度分隔理论指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通过社交网站，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会被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的社会化网络。虽然仍有学者对六度分隔理论有一定疑议，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社交网站的帮助下，网民可以轻松认识“朋友的朋友”，通过认识的人找到需要的人，扩展自己的人脉，还可以更科学地管理人际资源网络，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会。例如，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在Myspace网站上有41.5万个朋友，在Facebook网站上吸引了100万网民。他的官方网站设计了大量利用社交网络和互动元素。到了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社交网站更是成了捐赠金钱的场所、选民获取信息和观点的重要平台，作为竞选人与选民，甚至是选民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攻击对手和防御对手攻击的平台。

出于种种原因，国外的Facebook、Myspace等重要的社交网站在国内都难以访问，但是在国内可以访问的社交网站中，政治参与的现象仍时有出现。例如，2011年5月30日，因为对传言牧民因抗议煤矿开采而殒命一事的不满，呼和浩特市发生街头骚乱。虽然各网站对此事件的帖子进行了屏蔽，但大量的信息还是出现在社交网站人人网上。因此，在社交网站等网络媒介随时可成为传播平台的环境下，主流媒体需要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及时报道，而不是掩盖，这样才能引导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而不是产生激烈的政治对抗。

六、通过微博进行互联网政治参与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等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以内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与博客相比，微博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人际互动，即它能强化和优化“我”“你”“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次，微博具有鲜明的媒体特质，它能够让每一个用户“短”（简短）、“频”（频繁）、“快”（快速）地发布新闻，包括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进行“爆料”、对新闻事件的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对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评说。如果后续环节充分，一条微博可以做到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再次，微博导致“围观”而形成舆论。最后，尽管微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也有动员和组织作用。微博以关系建构能力迅速引领风骚，而形成这种强大能力的根本逻辑在于其“嵌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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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随时随地随意地“关注”“评论”和“转发”，一条看似不起眼的微博能迅速产生效果，影响社会。正是其嵌套性使得微博的使用优势超过博客，微博的图片可上传长文章，又能克服博客信息限制的劣势。

2006年，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微博Twitter发布公众测试版，随后国内网站提供类似于Twitter的服务，但是影响不大；2009年新浪微博平台上线，使微博在国内的影响迅速壮大起来；2010年10月新浪首次对外宣布微博注册用户数为5000万；2011年11月，新浪宣布微博注册用户已达2.5亿，在一年内整整翻了五番。而腾讯在同年11月宣布的微博注册用户更高达3.1亿。国内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已达103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8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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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逐步成为社会信息的大信息源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的数据统计显示，微博占到社会信息来源总体的1/3。
[15]



2010年，微博问政成为互联网政治参与最流行的形态，2010年在人民微博中，网友共发布12.6万条有关“两会”的消息，新浪有关“两会”的微博数量（不包括转帖和评论）超过14万条，其中，房价、财产申报、打黑等成为“两会”微博中最热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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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具有新闻发布的特点，这使其成为政治抗争中的首发报道者。如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的钟如奎一家因拆迁矛盾与拆迁人员发生冲突，同年9月16日，钟如奎的妹妹钟如九想随姐姐进京申冤，却被宜黄政府控制，悲愤交加晕倒在机场，后躲进女厕，求助记者。《凤凰周刊》记者邓飞闻讯后随即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信息，并在此后的3个小时里，共发出20多条信息，其中9条以“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直播”为标题，实时直播了当时的状况。该次通过新浪微博进行的信息直播事件引起全国百万网友的关注和全程的“围观”，使得地方政府最终不得不让步妥协。2011年1月25日，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掀起了一场“微博打拐”的网络热潮，从而促使公安部门启动全国范围的打拐专项行动，并促使一些代表、委员在2011年“两会”期间提出相关议案。3月9日，记者邓飞通过微博发起向贫困山区小学生捐助“免费午餐”的“微公益”行动，亦促使国务院10月26日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从2011年5月开始，微博上相继出现了公民个人独立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新鲜事，如五岳散人、李承鹏、梁树新、夏商等微博名人纷纷在各自城市宣布参选，后来，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武汉还涌现出了大学生和高中生身份的独立候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微博发表言论，表示将在所在城市的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区级人大代表。

微博与手机相连，手机的便携性使得网民在理论上被称为第一新闻信息的获取者，也可被称为新闻的转发者。另外，微博的关注功能/热词设定/网友推介功能使得信息的传播能够呈指数式增长。此外，如果内容或微博开创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微博随时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并通过关系网络达成社会动员与人员组织的功能，在政治参与中显现出独特的威力。

七、通过微信进行互联网政治参与

2011年，腾讯推出微信。微信是基于手机的即时通讯工具，继承了QQ的即时通讯功能，通过无线移动通讯网络免费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可单聊及群聊，支持主流的手机操作系统。微信融合了文字及图片分享、语音对讲、摇一摇、漂流瓶、视频会话等诸多功能，可导入手机的通讯录，手机好友可看到用户的微信号，同时手机好友群可实现关联。在社交网络建立上，微信以熟悉的好友为主，微信群可用于群体活动的安排和通知。2012年3月，微信注册用户突破1亿，截至2014年1月，微信拥有超过6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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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马年春节，微信“抢红包”功能超越了支付宝功能。2014年3月，微信开放支付功能。2014年，微信已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微信通过智能手机的网络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还能支持多人群聊。微信凭借其即时化、社交化成为当今发展速度最快的互联网服务。从技术上，微信与即时通讯工具QQ具有关联，可导入QQ的用户。相较于短信，微信成本低、方便灵活。微信类似于移动运营商介入之前的短信和彩信，但具有免费的特点，即时通讯不需耗费额外费用，这也是微信普及率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微信的好友来源包括手机通讯录、QQ好友和陌生人。其中，手机通讯录是微信好友的核心来源，因而微信主要是通讯录好友之间的交流，具有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属性。微信是基于熟人强关系的新互动沟通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移动社交网络环境的改善。从微信的强关系来看，微信最基本的关系网络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等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相互关注的特性。当然，从微信的特色创新功能来看，如查找附近的人、摇一摇、漂流瓶等，微信也可以用于构建弱关系链，即陌生人交友。此外，微信也可通过公众账号等方式接收来自于陌生用户发布的信息。在传播范围上，微信主要在微信朋友之间使用，不过也可接受公众账号和朋友圈推送的信息，经过认证后，个人也可以在微信里申请公众账号。因此，微信的传播功能体现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以及大众传播上。

通过微信来进行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政务微信。政务微信是政府利用微信平台向公众提供公开信息、进行政务互动、实现实时管理和提供服务的一种电子政务手段。自2012年8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开通政务微信以来，中国的政务微信账号的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2014》，截至2014年3月底，微信公众账号增长到200多万个，其中政务微信已达504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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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政务微信账号数量位列前十的部门分别是：公安、共青团、政府办、税务、检察、文物旅游、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党政新闻宣传、司法行政、法院。主要集中在向公众提供直接服务的部门和新闻宣传部门。2014年7月13日，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在北京发布的《中国政务微信发展年度分析报告》显示，全国政务微信总量已近6000家，其中公安微信数量最多。从职能部门看，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安政务微信总量达1094个，居首位；第二位是共青团微信，总量为408个；各级政府直属、下属及派驻的办公室微信有303个，居第三位；全国检察院系统的政务微信为180个，居第四位；全国文物旅游系统的政务微信有168个，居第五位。从行政区划看，政务微信已覆盖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浙江以438个政务微信总量居首位，广东以340个居第二位，第三位到第十位依次是江苏、山东、福建、新疆、北京、上海、山西、内蒙古。微信公众平台已经覆盖从中央部委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县到乡镇的所有行政级别。其中，区县级以下行政级别的政务微信数量最多，占总量的75.93%。
[19]



通过政务微信，公民可和政府机关实现零距离的交流，改善了政府部门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拉近了政民距离。例如，政府部门选取内容，通过微信平台推送给公众。政务微信成为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互纽带，公众可以在政务微信上留言，相关部门可在政务微信后台收集这些数据，然后反映到具体职能部门，处理相关问题，再通过微信或者咨询人的其他联系方式，对具体问题进行回复。

八、通过网络签名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及政治抗争

网络签名是指公民到指定的网站或主页上，签署自己的姓名以支持或反对某项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活动往往表达了对某一具体政策或政治事件的态度，期待通过动员网民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走向。中国公民的网络签名活动有：2003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抵制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声援侵华日军化学武器受害者、2004年纪念9.18设立国耻日，以及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案例。日本于2004年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起新一轮攻势，希望于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时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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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30日，联合国收到一份由41个国家的逾42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愿者要求日本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公开道歉并做出赔偿，否则就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据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时任副主席兼发言人丁元介绍，有41个国家的逾42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而来自中国的签名人数为4150万，其中上海536万、北京397万、广东339万。
[21]



网络签名通过汇集单一事项的广泛民意，使得网络舆论转变为政治力量，进而影响政府的行为与决策，实现政治参与。相比于现实的签名，网络签名可降低积极分子的举办成本，以及一般公众的参与成本，又可降低活动的现实风险，这使得它较容易进行并吸引更多一般公众的参与。当然，网络签名活动所能产生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是否得到政府的默许或者支持。例如，在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网络签名活动中，外交部发言人对于该活动有两次发言，都没有表达反对的意见。第一次发言表示，“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日情绪，相反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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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发言表示，“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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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为这些网络签名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机会，也为扩大传统媒体报道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网络签名活动还能够通过跨地域的传播，超越传统政治参与的范围与广度。例如，在上述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网络签名活动中，共有四个国外团体参与，它们分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亚洲二战历史维护同盟”、“立即实现历史正义组织”，以及韩国的“韩国支持日军性奴隶受害者议会”。正是由于参与主体的跨国性，才使得这次活动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也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了影响。

总的来说，网络签名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从而产生巨大的抗争能力。有学者认为：网络签名是中国社会抗议的显著途径，不仅是网络抗议的新类型，也是政治沟通与论争的新模式；此外，某些社会团体预算有限，也无法运用大众传播媒体，但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热忱，新媒体科技特别有助于它们的工作。不过，网络签名活动容易出现“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是美国当代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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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桑斯坦还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这样的群体在网络民族主义的偏向下形成。“群体极化”可能助长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许多利益集团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不惜采用非正当的手段，利用网络空间的自由言论权制造假信息，从而影响网民的公众舆论；同时，网民们不成熟、非理性的言论同样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5.1.2　信息获取型的互联网政治参与

通过搜索引擎来进行互联网舆论监督，中国网民创造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使用工具——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利用了谷歌、百度等超强的搜索工具，不断变换输入关键词，从被搜索的目标对象入手，搜查其本人及朋友的博客、论坛、QQ空间等，借以寻找各种线索。人肉搜索最早介入的社会事件多属于旁枝末节的小事，而且颇有执行私法、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后来成为揭露官员腐败的线索和实行互联网舆论监督的方式。

2011年4月，网民在天涯网站上晒出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购买茅台和拉菲的四张发票的复印件，总金额约168万元；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消费金额达9859元。在人肉搜索的追寻下，两起事件被彻查，当事人受到严肃处理。2012年8月26日，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因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面含微笑被人拍照放上网引发争议，继而引发网友进行人肉搜索。网友发现他在不同场合戴有十多块名表，并指证其腰带和眼镜架亦价值不菲。随后，杨达才又被曝出拥有价值十万多元的眼镜和名贵腰带，再次引发热议。2012年9月21日，相关部门建议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而杨达才被“双规”后的调查显示，杨现金存款超1600万。2013年2月，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建议给予杨达才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人肉搜索虽然有可能危害个体的权益或隐私，但是在公共事件中却发挥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领域扩大。在人肉搜索的情况下，没有人或部门能够只手遮天，掩盖真相，封、堵、瞒、蒙的手段只会让政府部门为个别问题付出整体公信力的代价。正如南京师范大学顾理平教授说：“在国家利益、民族命运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例如反对‘藏独’、保护奥运圣火、抗震救灾，网友们的态度和表现都让人竖起大拇指。”在这些事件中，人肉搜索发挥了凝聚人心、倡导正义、揭露丑恶的作用，普通大众的情绪和力量由此得以爆发，中国人的团结和爱国热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25]

 人肉搜索利用网民的集体力量，一方面揭露隐私，另一方面对公职人员以及公权人物实行信息披露。在中国媒体监督力度较弱以及政府监督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互联网监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网民“围观”的行为使得政府相关部门对人肉搜索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得不及时跟进，以平息社会舆论。

5.1.3　信息发布型的互联网政治参与

通过建立网站来进行政治参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网站具有发布新闻、组织志同道合者、建立网上非政府组织等功能。如中国著名独立调查记者朱瑞峰创办了人民监督网，他于2007年9月27日先后在人民监督网上发表了《山西省3500万人民的生命保障权被官员出卖》《山西副厅级高官李书凯捏造的卫生部华卫“大公司”》等十多篇系列文章，在《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刘万永和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的接力报道下，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多位常委的关注，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对此做出指示。自2009年11月20日起，朱瑞峰采写的《辽宁鞍山：检察长家族霸矿众乡亲举报遭殃》《鞍山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赵余龙越活越“年轻”》《中国史上最雷人的检察长赵余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发表后的2010年1月4日，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余龙被“双规”。2010年4月28日赵余龙因年龄造假、违规经商被免职。2012年11月20日16点，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上发表了调查性报道《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性贿赂与少女淫乱视频》，在文章和视频发表66小时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11月23日，重庆市市委研究建议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至此，“雷冠希”——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被“双规”，创下了舆论监督66小时撂倒正厅级高官的历史纪录。

与博客、微博等不同，建设网站需要投入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但网站有发布新闻、评论新闻的能力。长期存在的网站不但能聚集大量志同道合者，还能形成品牌。网站在政治组织与个人之间承担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有的时候也被称为网上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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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不同网络政治参与工具的对比

互联网发展经历了Web 1.0和Web 2.0两个阶段。Web 1.0以门户网站等技术为代表，强调内容的组织与提供，时间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4年；Web 2.0技术以Wiki等自服务模式为主，强调自服务和内容使用都由自己生成，时间大约在2005年之后。十种主要的网络政治参与工具分布于互联网的Web 1.0和Web 2.0的不同阶段，根据其出现时间、参与的特点、方式以及影响力的不同，分成信息的交流沟通工具、信息获取工具、信息发布工具三种类型，具体见表5-1。


表5-1　十种主要的互联网政治参与工具的特点与影响比较

[image: ]


将网络政治参与的十种主要工具分成这三种类型，主要依据是信息的流向。信息的交流沟通是信息传者和受众的双向互动，也是互联网最主要的传播特征，其中属于Web 1.0阶段的有即时通讯、电子邮件、论坛/BBS、网络签名。即时通讯可促进网民的“弱关系的强度”，属于间接参与，其影响力弱；电子邮件使网民更为方便、高效地参与政治，属于间接参与，其影响力弱；论坛/BBS可使网民更好地表达意见，促成公共讨论空间，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中；网络签名可促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及网络抗争，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强。属于Web 2.0阶段的有博客/个人空间、社交网站、微博。博客/个人空间作为建立个人空间的简易平台，是私人日记和公共发表相结合的场所，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中；社交网站扩展了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增加网民的社会资本，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强；微博则是新闻信息的首发者和转发者，由节点上的用户主动推送且信息呈快速弥漫状，去中心化且具有动员和组织的作用，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强；微信的特点是信息的及时发送、沟通的及时性，通过政务微信和朋友圈进行参与，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强。信息获取是用户从网络获取信息，其代表为Web 2.0阶段的搜索引擎（主要指人肉搜索），该工具的特征为披露隐私与舆论监督，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强。信息发布是用户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其代表为Web 1.0阶段的建立网站，其特征为发布新闻、组织志同道合者、承担网上非政府组织功能，属于直接参与，其影响力强。

当然，在实际的互联网政治参与过程中，往往是多种工具交替使用的，如将电子邮件、微博、论坛混合在一起。在Web 1.0阶段，电子邮件和论坛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互联网进入Web 2.0以后，博客尤其是微博后来居上，连同各种类型的社交网站，在信息扩散、社会动员中都表现突出，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5.3　本章的讨论与结论

互联网是技术的产物，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工具给中国公民带来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的感受与体验都是不同的。从早期的Web 1.0的互动式反馈到现在的Web 2.0的分享式参与，中国互联网的政治参与显现出爆发性的增长和出乎意料的威力，这引起了政府部门对其有序发展的关注与重视。

尽管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了适度的管理，如建立防火墙和设立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等，但还是希望互联网能够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在现实矛盾难以被迅速解决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来排解网民的情绪，促进社会的发展。不过，实现这一目标是困难的，一方面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进行治理，另一方面要对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的特点与规律形成认识。在中国传统政治参与成本高、收效小的现状下，网民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成本相对低、收效大。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网络政治参与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比现实政治参与都要低。大多数公众在参与时都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在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和参与到什么程度之前，他们往往要对参与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例如，使用微信、微博比建立网站更省成本、省精力，而达到的效果对普通人来说有时候也差距不大，因此微信、微博就越来越受普通网民的青睐。从这个角度来看，了解人们在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时使用的不同工具，有利于深入了解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与影响，并能更好地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其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中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本章从互联网使用工具对政治参与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近十年来的典型的案例，发现互联网在沟通社会不同主体、宣泄社会心理情绪、动员组织和社会抗争、刊发传统媒体没有报道的消息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当然，光是从互联网使用工具来分析互联网使用是不够的，还要从其他方面来探索其对互联网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本章的案例分析在现象与背景的关系上有着深入的阐释，但是在结论推广上却缺乏更多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6章　互联网使用对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

本章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选举政治参与是一种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参与。互联网使用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选举政治参与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我国的选举政治参与还存在着种种问题，现实政治参与的状况和制度仍制约着互联网使用对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


6.1　本章问题的提出

选举政治参与，即政治选举，客观上为广大公民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参与渠道，使全体公民定期、平等地参与，即“在不可能实现普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普遍参与”
[1]

 。因此，政治选举是普通公民重要的政治参与途径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像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
[2]

 政治选举定期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渠道。对普通公民而言，如果执政者施政不当，引发民怨，政治选举则可能实现政权更替，将沉积数年的民怨释放、疏泄。政治选举就像一个安全阀，周期性地释放社会的不满，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因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矛盾郁积而引发的动乱，可能有助于社会稳定。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是指“具有选举权的公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定程序，选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
[3]

 。

在国外的研究中，Tolbert和McNeal通过对1996年、1998年和2000年的选举数据的研究发现，一般来说，互联网用户确实更加积极地参与选举以及其他的政治活动，只有1998年是个例外。他们解释说，因为1998年是中期选举，所以不足以引起民众的兴趣，从而导致互联网使用与选举参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4]

 Hindman在研究大选候选人霍华德·迪安2004年的竞选活动时，发现互联网的潜力在于“创造当地分散的社会网络”，同时，霍华德·迪安的竞选团队建立在线数据库的时候，依靠个人志愿者使用第三方网络平台来招募他们的朋友。
[5]

 Herrnson等指出自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相当数量的政治候选人的财务捐款来自于网络捐赠，由此产生对网络竞选更多的关注。
[6]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建立了他们的网页、社会网络网站并发布在线视频，但是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团队通过互联网接触年轻投票者更为有效。
[7]

 而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80%的被调查者上网去寻找关于大选的信息。
[8]



国内对于选举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村民自治选举研究，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1994），胡荣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魏荣汉的《风风雨雨选村官》，贺雪峰的《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荆门市第四届村委会选举观察》，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2000），以及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001）和赖海榕的《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研究》（2009），这些研究对基层村委会选举的各项程序、基层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诸多建议。另一部分是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研究》（1990），对1990年以前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蔡定剑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98）及《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丛书》（2002）；史卫民的《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2000）；刘智等的《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2001）；史卫民和刘智的《规范选举：2001—2002年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研究》（2003）；史卫民、郭巍青、刘智的《中国选举进展报告》（2009）。

对于选举的实证研究也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定量方面，肖唐镖和邱新有等人以调查问卷等形式对400多个村民做了调查并进行深入的分析，最终认为：“在村委会选举中，选民的选择行为已趋于理性化，越来越多的选民能积极参与选举，并敢于在选举中公开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
[9]

 在定性方面，徐勇通过对湖北月村选举进行个案研究，揭示出利益和体制是影响选举的两个变数，民主程序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的效果，民主的选举机制也有缺陷。
[10]

 吴毅通过对四川省东部一个山村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观察，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分析在选举中村庄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的非均衡博弈。
[11]



虽然针对国内选举的专著和论文都很多，但是却少有涉及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作用的。仅有的研究成果是：陈娟指出互联网的发展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实现民主性提供了新的渠道，它对积极推动基层选举的民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2]

 刘树雨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对我国的政治选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增强了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互动，促进了政治选举的信息公开化，强化了选举过程中的宣传教育功能。同时，互联网也会给我国的选举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因素。
[13]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系统地分析在何种理论框架中，互联网对选举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为此，本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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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互联网使用对美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

1992年，比尔·克林顿代表民主党参选时，接受幕僚的建议，突破传统的竞选手法，采用新的竞选方式如上电视吹萨克斯风，在MTV频道和青年聊天，讨论吸毒、堕胎的话题，直接通过互联网与知识分子选民沟通，以及接受电子邮件的投书并答复，直到他胜选入主白宫后，还保留竞选总部网站（http://clinton.hqcampaign92.org），继续和民众沟通。而2008年和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也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其选举的胜利打下基础。

6.2.1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

互联网对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作用体现在大众传播的广告宣传、组织传播的联系支持者、人际传播的与网民交流上，甚至还体现在政治募款、攻击对手以及防御对手攻击上。
[1]

 具体看来，表现如下：

一、作为政治募款的主要渠道

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通过互联网募款110万，而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一霍华德·迪安也利用互联网募集了几百万美元的经费并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者。但是到了2008年，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资料，奥巴马拒绝了美国政府无偿提供的8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自主募得六亿三千九百万美元的资金，超过美国历史上最多的竞选资金数倍。奥巴马的筹款有87%来自于互联网，并且绝大部分是由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构成。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巨大的捐款人网络，使奥巴马拥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竞选。而曾坦承不寄电子邮件、也很少用网络的麦凯恩，则只募得奥巴马竞选资金的约一半——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

奥巴马主要依赖互联网募集小额捐款，这是由美国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为了防止金钱政治，2002年美国更改了《联邦募款改革法》，规定个人对单一候选人的捐款上限为4600美元（初选和大选可各捐一次）。奥巴马在初选时就发现，大部分的企业金主早已被希拉里锁住，于是他另想办法，找到美国知名社群网络Facebook的创办人之一克里斯·修斯，在网络上做起小额捐款的网站。在每次举办政治活动时，奥巴马团队都会留下会议参与者的电子邮箱。通过电子邮件，奥巴马团队和其支持者密切联系，通过博客内的链接，如一张照片、一个搞笑短片、一行简讯，奥巴马社群紧密地在网络上巩固着阵地，一笔笔小额捐款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进入奥巴马总部。

二、作为重要的广告营销手段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戈尔和小布什的个人竞选网站不但把自己每天的竞选行程和照片及时发布在网络上，同时还利用设置好的专门电子邮箱和自己的选民建立起互动联系，这可以说是早期的互联网政治广告。然而，到了2008年，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政治广告的辅助场所，而是仅次于电视的第二大广告平台。比如，奥巴马在竞选中投在互联网政治广告上的支出占了美国2008年所有互联网政治广告的50%，远超其他候选人互联网广告支出的总和。奥巴马在谷歌、雅虎和Facebook上也投入了近800万美元的广告，还在一些游戏类网站及新闻网站上投入了资金。其中在谷歌上就投入了350万美元，谷歌的关键字广告触及了广大的受众，从而影响舆论并获得了广泛支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除了谷歌搜索引擎广泛的影响力外，也因为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精确地对每个点击的投资回报率进行了测算。奥巴马团队在广告投放上十分精明，主要依赖于按效果付费的广告形式，以提高投资回报率并降低点击成本，这样做比在大流量的网站如CNN上做传统条幅广告要便宜得多。谷歌关键字广告的价格由点击率和关注度决定，这直接影响到奥巴马投放的广告的价格。因为奥巴马在互联网上远比竞争对手麦凯恩更受欢迎，所以关键字“奥巴马”在谷歌关键词广告上投放一天的价格仅为150～240美元，而“麦凯恩”却要花费250～470美元。奥巴马通过谷歌既节省了成本，又达到了广告效果。另外，奥巴马还影响了谷歌关键词广告联盟的成员，包括许多行业的博客、SNS网站或者其他的专业网站，而这些又是各个领域里的官方或者民间的意见领袖，通过影响意见领袖，奥巴马团队影响了更多的人，他们带来了潜在的选票。

奥巴马不仅在互联网上发布付费广告，还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布免费广告。奥巴马竞选团队通过网络播放不能在电视上播出的内容，在奥巴马网站（www.barackobama.com）上最受欢迎的视频短片不是电视广告，而是传记类和仅通过网络播出的视频。在YouTube网站上，奥巴马的团队就上传了70个有关奥巴马的视频，受到了众多网民的追捧。这些看起来非常草根的视频，实际上是由专业的奥巴马竞选团队量身定做的，看起来平易近人。其中，一个名为“奥巴马女孩”的视频描述了一位年轻的美女歌手表达自己对奥巴马的热爱：“我等不及2008年美国大选，宝贝，你是最好的候选人！你采取了边境安全措施，打破你我之间的界限。全民医疗保险，嗯，这使我感到温暖……”在视频中，身着比基尼的演唱者在奥巴马的照片旁大摆性感热辣造型，毫不掩饰地表达着自己对奥巴马的倾慕之情。据统计，这段视频在YouTube网站点击超过900万次，并且被无数的网站和传统媒体转载。奥巴马充分利用YouTube网站作为免费广告的平台，据统计，奥巴马的团队免费上传在YouTube网站上的视频累计被观看1450万小时，而假如这些视频是在电视上播放的话，则需要付给电视台4700万美元。另外，这些免费的网络视频比收费的电视广告的传播效果还好，这是因为用户是以自愿的心态而不是电视那种被强制的方式来选择收看或接收这些网络视频的。

三、作为组织支持者的工具

早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在卡尔·洛夫和肯·梅尔曼的带领之下，布什的竞选团队就开始使用“微目标式”（microtargeting）的模型进行选情分析以及吸引新的潜在的支持者。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开了一个账号。Facebook是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Facebook用户可建立自己的档案页，其中包括照片和个人兴趣等，用户之间可以公开或私下留言。在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中，奥巴马迅速动员了数十万名支持者；到了2008年5月初，奥巴马团队开始进行全国性选民登记；6月末，在希拉里承认落败后，奥巴马又邀请数百万网络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团结是为了改变”的家庭派对，以此拉拢希拉里的支持者和摇摆不定的选民。在一些州的初选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中，奥巴马的网络志愿者还利用网络提前数月，即在竞选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就自发组织起来做好前期工作，使工作人员节省了不少功夫。奥巴马利用互联网组织起他的支持者，而在过去，这样一种组织是需要一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的，并且要在现场付给组织者费用。

四、作为竞选人与选民甚至是选民之间的交流平台

奥巴马善于利用互联网与选民进行互动，获得选民的好感，增强他们的支持“黏度”。奥巴马积极参与网络互动活动，他在Myspace网站上有41.5万个朋友，在Facebook网站上吸引了100万网民。他的官方网站设计利用了大量社交网络和互动元素，网民可以在网站上开展讨论、进行筹款、观看视频，还可以在线购买带有奥巴马标记的产品，甚至下载奥巴马的演讲作为手机铃声。奥巴马团队创建了“我的奥巴马”网站（MyBo），选民可以在这里加入当地团体、举办活动、注册更新，还可以创建个人筹款页面。虽然其他候选人也通过网络与选民接触，但MyBo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民还可以通过此网站与其他选民接触。

五、作为攻击对手以及防御对手攻击的场所

互联网给验证事实带来了便利，如网民可以使用互联网搜集政客们过去的讲话，用以验证他们现在的错误。例如，麦凯恩的竞选团队曾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反对建立所谓的连接阿拉斯加凯奇坎镇（Ketchikan）和格拉维纳岛（Gravina Island）的臭名昭著的“绝路桥”，但是互联网上马上出现了证明这绝对不是事实的证据，于是，麦凯恩的竞选团队停止对这一点进行宣传。又如，当奥巴马的前“精神导师”、退休牧师赖特昔年指责美国传播恐怖主义招致“9·11”恐怖袭击、鼓动非裔美国人谴责美国等言论被曝光后，网民可以在YouTube上反复观看到奥巴马关于种族问题的37分钟演讲。奥巴马竞选团队还建立了一个“反诽谤网站”，全面反击针对他的各种谣言，该网站首页用小号黑字列出关于奥巴马的诸多谣言，随后用大号蓝字标示简洁的反驳语。譬如，在“米歇尔·奥巴马说‘白鬼’‘录像诽谤’”条目中列出4条“谎言”，对应“真相”则标明“并不存在这类录像”。如果点击链接，网民则可看到“谎言”和“真相”的详细内容。网站列举的谣言细节均被批驳，谣言有视频“为证”，网站就提供“真相”视频。

6.2.2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

尼尔森市场调研公司发布的《2012年社交媒体报告》显示，在2012年7月，美国用户投入到各个社交媒体的总时长超过1210亿分钟。社交媒体俨然已在美国用户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
[2]

 2012年，由于奥巴马四年的政绩不彰，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专家罗森布拉特说：“候选人如果不靠网络战来辅助，恐怕赢不了选举。”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被一些人称为美国历史上首次“社交竞选”，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候选人与粉丝互动的平台，还有改变舆论走向的潜力。

除了社会化媒体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大显身手之外，大数据成为新技术应用的热点。大数据（Big Data），指巨大的信息或数据量，是数据的单位，其计量单位已经从G和T发展到P、E、Z等，其中1TB=1024GB，而1ZB=10亿TB。大数据主要来源于传感器等自动采集的数据、Web 2.0等用户生成数据（UGC）、日志等系统自动生成数据。2007年，雅虎的Duncan Watts博士在《自然》上发表文章《21世纪的科学》。他发现，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的发展，个人在真实世界的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记录，这些记录为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由于能测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他认为，社会科学将脱下“准科学”的外衣，在21世纪全面迈进科学的殿堂，例如，新闻的跟帖、网站的下载记录、社交平台的互动记录都为政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3]

 2011年2月，《科学杂志》推出专刊，主要围绕着科学研究中的大数据的问题展开讨论。2012年3月29日，我国863计划发布指南，支持面向大数据的信息存储系统的研发。2012年12月15日到16日，863计划信息领域先进计算主题专家组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863计划信息领域先进计算主题战略研讨会，140多人与会并发言，大部分发言涉及大数据。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称，大数据驱动下的竞选决策是奥巴马竞选获胜的关键。由数十名数据分析者组成的团队在筹集竞选经费、锁定目标选民、督促选民投票等各个环节的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代》周刊最后断言，政治活动的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下面分析社会化媒体和大数据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作用。

一、对选民进行宣传和与其交流

在对选民进行宣传和与其交流的过程中，社会化媒体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2年10月10日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称，有6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会化媒体如Facebook或者Twitter，而在这些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人中，又有66%，即共约4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过社会或政治活动。面对如此庞大的使用社会化媒体的美国成年人群，在社会化媒体上对选民进行宣传和与其交流就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必然的议程。《洛杉矶时报》的分析指出，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会化媒体将对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起关键作用。调查显示，每五个关心政治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三人是社交网站的活跃网民，他们当中超过70%的人肯定会去投票。因此，若能赢得这些选民的选票，就可说是胜券在握了。

2012年初，奥巴马阵营除了在电视上打广告外，还精心制作了一部长17分钟的网络纪录片《那些年我们走过的路》（The Road We've Traveled），并上传到YouTube。共和党团队如法炮制，把罗姆尼的宣传视频也放上YouTube，而且为了更吸引眼球，在整个竞选期间平均每周都制作和上传两个新视频。

2012年8月奥巴马决定在热门社区Reddit和网友互动，但奥巴马的很多高级助手不解。一名竞选团队人员说：“为什么是Reddit？因为这是我们的目标群体。”

在2012年10月，为了提醒社会化媒体Tumblr的用户观看上周三的首轮总统辩论，奥巴马团队采用了喜剧电影《贱女孩》（Mean Girls）里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片段，让Lindsay Lohan说出“10月3号”。罗姆尼的竞选团队则在Twitter上上传了一张照片，展示辩论前罗姆尼一家在玩叠叠乐。

社会化媒体的普及还有利于选民的交流互动。例如，选民通过候选人的YouTube网页，可以边看视频边把它转发给亲友，同时还能在自己的Facebook上留言、向政党报名当竞选工作志愿者甚至捐款。如此一来，选民从观看影片的被动行为者变成了主动行为者。

二、攻击竞选对手以及防御竞选对手的攻击

由于美国总统大选主要是两党竞选，因此总统候选人除了对普通选民进行宣传和与其交流外，还尤其需要攻击竞选对手以及防御竞选对手的攻击。

早在2011年，Twitter就成为共和党向奥巴马政府发难的平台。当时奥巴马发表了他的预算演讲，呼吁提高税收并驳斥了共和党消减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预算的提议，之后不久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就在Twitter上表示，总统的预算案将减少就业并增加赤字。时任密西西比州州长巴布尔也表示，奥巴马还是不明白，对未来高税率的恐惧将影响到企业的招聘。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共和党大会上模拟和总统对话的那段表演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狂潮。在数分钟内，伊斯特伍德在台上的图片就被附上截取的字幕发布在Tumblr上，Twitter上也遍布诙谐的模仿。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也加入进来，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奥巴马坐在一张被标记为“总统”的椅子上，图片的说明是“这个座位有主了”。

在总统辩论后的头一天早上，奥巴马的Tumblr账号发布了在Twitter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图片，用来打击罗姆尼提出的削减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财政补助的言论，图片上是《芝麻街》（Sesame Street）里的大鸟，图片说明是“米特·罗姆尼的减少赤字计划：把这个人辞了”。奥巴马团队尤其喜欢发布由别人制作的GIF图片或循环视频短片，内容展示总统和孩子们举手击掌，或是拥抱妻女。其他的视频则嘲弄竞争对手，或是戏仿《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等热门电视剧集中的片段。

相比之下，罗姆尼竞选团队对Tumblr的使用更为克制，且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使用类似海报的照片，上面写着诸如“不，我们不能”的口号，很少能吸引超过400条回复。不过，罗姆尼竞选团队有的时候也会在社会化媒体上针锋相对地对奥巴马进行攻击，例如，2012年7月，在谈到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的时候，奥巴马对一群支持者说：“你不是靠自己。”罗姆尼团队立即抓住机会，上传了一系列照片，展示了热狗摊摊主等人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上面写着：“我靠的是自己。”

三、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筹款

金钱素来在美国竞选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2012年8月之前，奥巴马的大选筹款比不上罗姆尼，共和党与消费者分析公司Buxton Co.签署合同，通过分析消费者数据找出富有而且尚未被开发的捐款者。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团队以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2012年6月募得的竞选资金高达1.0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6亿元），远超奥巴马团队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7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据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的一项裁决，个人和机构只要不与某个政党及政客竞选阵营直接协调、不向其直接提供政治献金，其捐款和支出可不设上限，而2012年是此项裁决实施后美国首次举行总统选举。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大资本家，因此他们对共和党的候选人罗姆尼非常支持。例如，共和党的第一大“金主”、时年79岁的拉斯维加斯“赌王”谢尔登·阿德尔森就在大选时捐了3000多万美元给罗姆尼团队。

为了摆脱劣势，奥巴马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更多潜在的捐款者和捐款来源，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推广，以获得更多的捐款。由大数据驱动的一个电子邮件宣传行动，每天要发出数十封呼吁捐款的邮件。数据收集和分析再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竞选团队会使用不同的邮件标题、发送者和邮件内容，最后发现，春季时以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名义发送的邮件筹款最多，而有时以竞选主管梅西纳的名义发送的邮件表现要好于以副总统拜登的名义发送的。到了2012年9月，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和募捐，奥巴马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收到180多万人的捐款，其中约567000人是第一次捐款，共筹得1.81亿美元竞选基金，创下2012年美国总统选战开始以来两党最高的单月筹款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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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两大竞选阵营在2012年的10月25日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最新数据，截至10月17日，共和党挑战者罗姆尼竞选团队及共和党阵营共筹得9.54亿美元；时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联合筹款委员会等共筹得10.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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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最终筹款超过罗姆尼，主要依赖奥巴马团队工作人员创建的庞大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数据主要来自民意调查者、筹款者、基层工作人员、消费者、社交媒体、移动电话清单的所有信息。该数据不仅能告知竞选团队如何发现选民、得到他们的关注，还允许数据分析人员进行实验，以预测何种类型的选民能够被何种呼吁手段说服。基层办公室的电话清单不仅列有名字和号码，还按照人们的易说服性排列，最重要的优先选民被排在最前边。在排序的决定性因素中，约75%是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种族、邻居和投票记录等。有关选民的消费数据也被用于分析完善相关决定性因素。该数据使竞选团队能够筹集到比它最初设想的还要多的资金。

四、大数据提高了广告营销的效率

大数据还提高了美国大选广告营销的效率。传统上美国的电视和广播广告是按照地域来购买的，而尼尔森公司和斯卡伯勒调查公司收集的关于谁看哪个频道或其他有关电视节目的资料往往只包括年龄和性别，这些数据对于特定领域的公司来说是足够的，但是对于需要从政治层次上来区分观众的广告主来说，往往是不够的。奧巴马团队根据大规模的内部数据来决定在哪里投放广告。例如，如果他们发现迈阿密戴德县的35岁以下女性是目标人群，竞选团队就会在这些人爱看的节目中投放广告，2012年电视广告的有效率因此比2008年高了14个百分点。

奧巴马还充分利用新媒体、社交媒体来争取许多年轻人的选票，如巧妙地利用“网络目标广告”的手法，精确地联络潜在的支持者。实现这个精确目标的过程分三个步骤：第一，在热门网络新闻网站埋伏了共87个不同的网络行为跟踪软件，访问这些网站用户的电脑；第二，这些软件向选举团队提供目标网民的网络浏览行为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与数据库对比，马上就掌握了网民的基本资料，包括住在何处、性别、族裔、开什么样的汽车、支持哪个政党等，再在此基本资料上加入一层网民的信息并依据公开的选民登记记录识别网民的投票记录和投票行为，选举团队利用复杂的电脑程序，把网民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不投票者、摇摆不定的投票者，诸如此类；第三，根据以上的选民分类，对不同种类的选民投放按个人口味量身定做的广告宣传品。2012年的选举是第一次依据选民的不同立场、政治兴趣、喜好等，把选举信息精确地传递给每一个选民。

五、根据大数据分析每个选民的特征并做出相应决策

了解每个选民的特征和倾向，根据这些特征和倾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可以说是每个竞选者的理想。但是，以往由于技术的限制，政治家最多只能通过抽样技术获得粗略的资料，更为细致的资料是难以获得的。然而，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大数据被用于分析每个选民的特征和变化，尤其是关键州的选民情况。奥巴马竞选团队仅在俄亥俄州就掌握了29000人的民意调查数据，这使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深度分析每一个选民的倾向。例如在奥巴马第一次总统辩论表现不佳时，它帮助竞选团队看到是哪些选民改变了立场，哪些没有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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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使奥巴马竞选团队分析总体的数据，而不是抽样的数据。奥巴马竞选团队装了一个由西门子企业制作的电话直拨系统，该系统能够每天打出120万个电话，用于调查选民的意见。之后，民主党领导人与惠普签署协议，花费28万美元获得企业级Vertica的列式数据分析平台，该平台不仅能够分析民主党自己的1.8亿选民的档案，还能分析志愿者、捐赠者和在网上与奥巴马互动的网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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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大数据做出的决策为奥巴马赢得连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成为2012年美国选战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部分。

六、促使目标选民投票

奥巴马竞选团队还在线进行了督促选民投票的活动，首次尝试大规模使用社会化媒体Facebook来督促选民投票。在竞选的最后几周内，竞选团队向那些下载APP的人发送附有他们在摇摆州
[8]

 的朋友照片的信息，告知他们点击按钮来呼吁朋友们采取行动，例如进行投票登记、提前投票或者参加投票。竞选团队发现，每当潜在投票者联系到5个朋友时，他就会成为实际上的投票者，因为他与自己熟悉的人进行接触从而获得信息，而并非依赖电视或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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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11月6日美国总统投票日那天，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幕僚在Facebook上张贴了奥巴马与第一夫人米歇尔年轻时的恩爱照片，引来民众称赞。据台湾“中央通讯社”11月6日消息，这张褪了色的照片下面写着：“她投给他的原因，和嫁给他的原因一样——人格。今天请惠赐总统奥巴马一票。”报道称，奥巴马与米歇尔的这张照片已经有超过2.7万多人点赞，底下留言也有好几千条。另外，奥巴马的Facebook网页有3200万人点赞，而罗姆尼只有1200万人。

奥巴马竞选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了目标选民之后，采取各种方法，尤其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化媒体来进行说服和敦促工作，为其最后成功奠定了基础。

七、精确预测支持奥巴马的投票人数

大数据还用于精确预测支持奥巴马的投票人数。在选举日，奥巴马竞选团队的首席分析师瓦格纳的分析报表就变成了预测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选举结果公布之前，俄亥俄州的第三大县，也是辛辛那提的所在地的汉密尔顿县的权威部门公布了前几个月的103508个早期投票者的名字及其他资料。瓦格纳通过“精确定位”预测工具发现其中58379个选民的个人支持得分超过50.1分。也就是说，这些人（共占总人数的56.4%）很有可能是投票给奥巴马的。通过这样的计算，投票给共和党罗姆尼的人只有45129个，也就是说，奥巴马的票数将超过罗姆尼的票数。在俄亥俄州的选举结束之后，这些早期投票者的投票数是最先被统计出来的。当奥巴马的高级员工聚集在竞选办公室的电视屏幕前看这些最早出来的结果时发现，这些早期投票者的投票数几乎与瓦格纳预测的一样，在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县的这些早期投票者共有56.6%的投票率，仅比预测的高了0.2%。

6.2.3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竞选者特朗普凭借社交媒体Twitter发力，赢得大选。尽管民意调查几次都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远远高于特朗普，然而这却不是最终的结果，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更加突出。对于美国人来说，社交媒体主要是Facebook和Twitter，而其他的社交媒体则包括YouTube和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媒体赋予了公民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和空间。有学者认为，Twitter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政治参与潜力。因为Twitter具有转发这一强大的信息扩散机制，它不仅是传播信息的理想平台，也是政治观点和想法不断得到公众认同和加强的平台。美国学者Marichal除就Facebook的特征和社交功能进行论述之外，还论述了Facebook在技术革命、政治交往、公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动员、政治时代的个人权利与隐私等方面带来的深入影响，重点论述了它对政治、民主进程和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认为Facebook深深影响了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动员、深思熟虑、态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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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过去的相关研究显示，社交媒体通过信息的扩散传播，促进了动员和社会认同，最终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选举结果。

早在2008年和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就利用社交媒体赢得竞选，而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更是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在2016年1月，在回答有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信息的获取途径时44%的美国成年人说在过去一星期内通过社交媒体获得2016年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信息，超过从当地和全国报纸上获得相关信息的人数比例；而到了7月，24%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通过特朗普或者希拉里的社交媒体的帖子来获得选举的信息，远远超过通过候选人网站和候选人邮件获得相关信息的人数比例的总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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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来看，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表示不同意希拉里的很多观点，从支持希拉里转向支持特朗普。Facebook还专门给特朗普创建了一个高清页面，实时播放特朗普的各种集会视频。特朗普在Facebook的粉丝数暴涨。
[12]

 而至于Twitter，特朗普利用“推特之道”为自己赢得了总统之位。Twitter这一社交媒体也成为攻击对手的场所。特朗普的Twitter粉丝量是两党竞选人中最多的，他于2009年3月18日加入Twitter，截至2016年7月18日粉丝数量接近1300万，遥遥领先于希拉里，这使他在Twitter上获得了极高的曝光率。他在Twitter上更新频繁，截至2016年7月18日，共发布了3万多条推文，平均每天发布16条，希拉里当时只发布了9800余条推文。而特朗普每天发布Twitter频率最高的时间是凌晨零点前后，而一周之内周末及周二发Twitter的频率最高，所占比例均为16%左右，周一的频率最低，所占比例为11%。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集中在“半夜”发Twitter攻击对手。从他们发布的内容可以看出，希拉里表现出的是一种亲民的形象，而特朗普则通过社交网络展现出自己的个性。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在Twitter上不断制造新闻、攻击竞争对手，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曝光率和媒体关注度，可谓将Twitter运用到了极致。他毫无顾忌的讲话风格受益于社交媒体主导的社会环境，人们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而淡忘了他言论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除了使用Facebook和Twitter外，特朗普还使用YouTube开设频道订阅，订阅用户数虽然低于民主党的另一个竞选参与者Sanders，却要高于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而在Instagram上，特朗普的支持者约954000个，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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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不再是舆论导向的追随者，而成为舆论导向的塑造者。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工具，对选民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利用民众的反建制、反精英情绪，成功地把他和希拉里的对决塑造成大众和精英的对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显示的趋势是，竞选人越来越少地通过传统媒体传递信息，公众也越来越少地把传统媒体作为重要信息源。

客观地说，社交媒体不是特朗普获选的主要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因为在传统媒体不断攻击特朗普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形象宣传和向对手的反击就不得不依靠社交媒体的议题设置，社交媒体使特朗普的言论能未经传统媒体的过滤而直接到达用户手中。更深层次地说，社交媒体的用户主要是年轻人，而这次支持特朗普的人中，年轻人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观点，成为特朗普在传统媒体攻击下仍然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社交媒体在18岁到24岁的人群中有着更大的影响力，社交媒体的内容对这一群体的34%的用户的投票产生影响，仅次于电视辩论的影响。
[14]





注释：


[1]
 本节内容大部分已发表在笔者的相关文章里。


[2]
 7月份美国人投入社交网络时长超1210亿分钟［EB/OL］.（2012-12-10）.http//news.qq.com/a/20121211/000779.htm.


[3]
 WATTS D.A twenty-first century［J］.Nature，2007（1）：445-489.


[4]
 奥巴马阵营创最高筹款纪录［N］.联合早报，2012-10-08.


[5]
 美国2012总统大选总花费将超60亿美元［N］.北京晚报，2012-11-06.


[6]
 深度分析.数据驱动奥巴马胜选［EB/OL］.（2012-11-11）.http://news.sina.com.cn/w/sd/2012-11-11/135825555763.shtml.


[7]
 ISSENBERG S.How president Obama's campaign used big data to rally individual voters［EB/OL］.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featuredstory/508836/how-obama-used-big-data-to-rally-voters-part-1/.


[8]
 摇摆州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特有的说法，指的是竞选双方势均力敌，都无明显优势的州，在历届大选中经常会倒向不同的政党，频频摇摆。——编者注


[9]
 美国大选，利用好社交媒体新工具［EB/OL］.（2012-11-16）.http://tech.qq.com/a/20121116/000169.htm.


[10]
 MARICHAL J.Facebook democracy：the architecture of disclosure and the threat to public life［M］.Surrey：Ashgate Pub，2012.


[11]
 Candidates differ in their use of social media to connect with the public［EB/OL］.（2016-07-18）.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7/18/candidates-differ-in-their-use-of-social-media-to-connect-with-the-public/.


[12]
 谭天.从美国大选看社会化传播［J］.视听界，2016（11）：56-59.


[13]
 CRIST R Y,PETRAKOVITZ C.How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measure up on social media［EB/OL］.（2016-02-08）.https：//www.cnet.com/news/2016-elections-comparing-presidential-candidates-on-social-media/.


[14]
 GREEN R K.The game changer：social media and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EB/OL］.（2017-03-22）.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kay-green/the-game-changer-social-m_b_8568432.html.


6.3　我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发展与问题

要了解互联网使用对我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就要先了解我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选举，作为政治参与最重要的一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选举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出发，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

 我国的社会主义选举可以追溯到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简称《选举法》），确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1953年《选举法》确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即实行间接选举；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人民政府）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候选人一般实行等额选举。在学术上，有研究者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定义为确认性的选举或全民公决式的选举。
[2]

 在这样的选举活动中，选民只是对党和政府指定的候选人进行表态。
[3]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常运作受到重创。1979年后，基层人大选举逐渐恢复。

1979年重新修订的《选举法》，将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了县级，确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人民公社、镇（后改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均由选民直接选出，扩大了民主选举的范围。各级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由实行等额选举改为基本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另一部分就是村（居）委会选举（这里主要指村委会）。《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

于是，目前我国选举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县、乡级人大代表以及村干部等的直接选举；二是间接选举，包括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和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级人大选举本级人民政府正副职领导人、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国家（政府）各级领导人的选举。

目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待完善：一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和表达选民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甚至有时候歪曲、违背了选民的意愿；二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隔断了人大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代表不能对选民负责；三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候选人与选民之间隔着一座冰山。
[4]

 在选民和候选人的沟通上，一方面，选民不了解候选人，只是通过短暂的演讲和介绍，知道候选人的年龄、性别、学历、籍贯、工作经历等一些简单的基本情况，对于候选人的人品如何、参政议政能力如何，选民无从知晓；另一方面，在选举阶段，候选人没有充分地与选民沟通和交流，候选人对自己的职责定位不清、认识不明，在很多情况下候选人当选人大代表后，不知道需要代表选民哪些利益，只是考虑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
[5]



村干部选举，即村委会选举，是中国目前所具有的竞争性最强、对选民利益最具实质影响、参与人数最多、参与率最高的政治选举。胡荣指出，“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其他一些流于形式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竞争的选举”
[6]

 。村委会选举引发了村民积极参与，民政部对全国一些县（市）第二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显示，村民投票率一般都在80%以上。
[7]

 又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在2005—200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北京、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北、海南、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这11个省级行政区的村民投票率达到87%，其中以海南94.7%为最高，新疆70.7%为最低。

不过，在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些宗派势力、家族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会干扰选举过程。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些干部重指派、轻选举，甚至内定人选，一些地方选举程序不合法并进行暗箱操作，在选民填写选票时横加干涉，干扰计票过程等，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贿选甚至投票后烧毁投票箱等现象。另外，《选举法》自身不够不完善，竞选机制缺乏，选举完成后监督力度不够，没有宣誓步骤且罢免程序也没有运作起来。例如，2005年6月13日，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樟潭镇安仁铺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安仁铺村党政干部营私舞弊，暗箱操作并撕毁选票，激发民愤，险些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应该看到的是，与国外的竞争性选举不同，村委会选举是一种半竞争性选举，虽然竞争也比较激烈，但是却较少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村民往往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同一地域，一般都同候选人保持密切的关系，或为亲戚、或为朋友、或为邻居，总之是一个熟人社会。胡荣认为，村委会选举的高投票率与熟人社会有关。“如果在朋友（包括亲戚、邻居等）出来参选的情况下退避三舍而没有出面投票支持，那就会在道义上受到指责。”
[8]

 也正由于是熟人社会，大众媒体的宣传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在互联网的使用上，由于村民的收入、教育平均水平都比较低，于是使用互联网参与选举的比率也不高，因此也难以通过互联网了解更多村委会选举的相关信息或发表意见。



注释：


[1]
 袁达毅.推进我国选举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3）：32-44.


[2]
 JACOBS E M.Soviet local elections：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not［J］.Soviet Union Studies，1970,22（7）：61-76.


[3]
 GILISON J M.Soviet elections as a measure of dissent：the missing one present［J］.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1968，62：61-76.


[4]
 任媛.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与公民政治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9，32（6）：13.


[5]
 强舸.基层人大选举中的政治冷漠与利益缺失［J］.人大研究，2012（10）：9.


[6]
 胡荣.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的自主式参与［M］//李连江.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4.


[7]
 胡荣.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的自主式参与［M］//李连江.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4.


[8]
 胡荣.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的自主式参与［M］//李连江.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5.


6.4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

与国外情况不同，互联网对我国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是让选民了解选举新闻、立法信息等。如2000年6月，深圳市市民坐在家里打开电脑，通过上网就进入了正在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既可以聆听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可以通过“市民之声”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电子建议。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参政议政”。
[1]

 2004年上海市也开通了人民代表网，主要栏目包括代表议案、代表书面意见、代表园地、代表网上接见等，以加强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2010年1月，广东省人大也在电子民主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广东人大网上推出了“立法专网”“代表专网”等窗口。立法专网主要公开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和其他立法文件等立法信息，宣传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代表专网主要提供有关代表履职和代表工作的信息，包括各种通知、公告，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向代表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料等。立法专网除了向公众提供免费的广东省地方性法规查询系统，还特别设立了公众互动栏目和地方法规草案征集意见系统，加强常委会及其机关、人大代表、有关部门、立法顾问、社会公众等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迈出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新步伐；代表专网则为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了解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反馈议案建议办理情况满意度、报名参加代表活动，以及讨论问题和交流信息提供网络平台，开辟了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职责的新途径。另外，系统还专门为人大代表设置了网上提交功能，代表可以将自己的议案初稿发到讨论区里，广泛吸取其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对自己的议案进行修改、完善，再点击提交。这样代表们就能集思广益，如果关注度够高，大家讨论得很广泛，还有可能被系统置顶。
[3]



随着社会化媒体如微博的发展，一些网民拥有了颇具影响力的微博账号，他们希望借此来进行选举政治参与。2003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殷俊将一篇题为“你我共同的承诺——参选宣言”的帖子发到了北大未名BBS的“三角地”上。通过网络发表竞选声明并且寻求支持，是高校中的自荐参选者所采用的最主要手段。2005年的第一天，一封网上公开信在深圳新一届市人大代表选举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封被网民们热捧的《自荐直选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公开信》，是由深圳市市民邹涛发表在深圳新闻网上的。从2010年1月起，天津网民王忠祥在微博上表达了对于来年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的关注，他在微博中提到“天津滨海新区了解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情况的朋友请和我联系！滨海新区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第137选区的朋友请和我联系！第137选区开发区逸仙园工业园区各单位的朋友请和我联系！我希望知道你们参与本次选举所知道的情况及你们对选举问题的见解”，并留下了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

2011年5月19日，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四学生蒋凯在微博中宣布将自荐参选家乡长兴县的人大代表。2011年5月25日，拥有660多万粉丝的知名网络人士、杂文家、畅销作家李承鹏在微博上发言，提出：“本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的相关规定。此想法去年已在微博公布，现思考良久正式参选，本人（是）合法公民，无任何势力操纵，愿为选区人民表达他们之合法愿景，监督政府，推动社会。恳请各界人士指点参选路径及办法。同意的举手。”李承鹏于5月25日下午5时30分发表的这条微博到当晚8时已被转发近3000次，评论2700多条。

2011年5月27日，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发微博“正式宣布竞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民间智库负责人、独立学者，我已在北京工作9年但从未见过非京籍居民参选，竞选口号是：为900万非京籍、数亿流动人口争取选举权，探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路径；为选区选民服务；代表竞选应成为中国政改的突破口；以民间力量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在这些知名网民的号召之下，其他网民也纷纷宣布要竞选人大代表，如网友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广州知名博主梁树新，还有杭州的徐彦、梁永春等普通市民。通过微博，各种参选人聚合在了一起。类似“人大选举研究”这样的微博ID开始搜集、转发每天发生的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动态信息或者相关知识，在很多时候，当一名自荐参选人发布或转发微博的时候，往往也会通过“@”功能将其他参选人联系在一起。
[4]



应该看到的是，通过网络进行选举政治参与的网民都是具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在政治效能感的两个方面中，内部政治效能感以公民的个人信念为基础，即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会更乐于参与政治进程，并从这种参与中积累政治知识；外部效能感是指一种个人信念，即认为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实施者将正面回应公民的参与及其传递的要求。当前，在中国的选举政治参与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时候，能够通过互联网来宣布自己参选，尤其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选的网民必然是有较高的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的，但是这些网民由于缺少相应的组织以及制度的支持，大部分人并没有实现参与竞选的目的。



注释：


[1]
 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86-389.


[2]
 袁峰，顾铮铮，孙珏.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6.


[3]
 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23.


[4]
 陈昌凤，虞鑫.微博空间的政治议题：呈现与建构——从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新浪微博客说起［J］.人民论坛，2011（34）.


6.5　互联网使用对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展望

在很多国家，互联网已经成为选举政治参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候选人建立起他们的网站，越来越多的选民、新闻工作者和积极分子访问网站，获取信息并相互沟通。
[1]

 候选人的网站提供各种服务和功能。首先，这些网站提供大量有关候选人的背景信息和竞选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很快地得以更新。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比通过电话和邮寄有效多了，候选人的网站也提供过往信息供选民、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访问和研究。其次，互联网可以提供多媒体和互动信息，从而较少受传统媒体的控制，利用新的网络技术（如cookies），候选人可以通过直接与选民互动来了解更多选民的行为习惯，这些资料有利于候选人针对不同的选民群体来分发信息。最后，多种多样的网站互动功能可以促使更多的资源的出现，如募集捐款、招收志愿者等。论坛、留言板等功能有利于候选人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讨论，从而引发话题、吸引选民和攻击对手。

西方的民主选举是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完全竞争性的选举，选民的投票行为是依据不同党派候选人提出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所做出的选择
[2]

 ，因此，西方的民主选举非常重视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中国的选举政治参与和西方国家并不相同，所奉行的差额原则和代表联名提名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半竞争性选举，尤其是在村委会选举的过程当中。从半竞争性选举向竞争性选举迈进，尤其是反映选民的意见诉求、真正代表选民说话，需要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介入。当前国内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的仅是一小部分政治效能感高的网民，并未得到制度的鼓励和支持。可见，互联网在影响中国的选举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现实选举政治参与制度的支持，尽管参与者都是一些具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人，也往往不能成功。

当前中国的人大代表成为一种符号的象征，甚至有人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办私事、拉关系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代表职务行为不够公开，选民和原选举单位不了解代表履行职务的情况，选民很难对代表的履职实效性实施监督。要想保持基层代表工作的生机和活力，需要对人大代表进行考评，如此才能对人大代表行使有效监督。比如通过互联网建立人大代表的工作业绩查询平台，将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向选民公布，便于选民与代表联系。在人大会议准备阶段，可以在网上公布会议程序，让人大代表通报自己的参会准备情况；在人大会议过程中，可以将开会的过程通过网络视频或网络文字的形式向选民公开；在人大会议后期，人大代表应将自己的履职情况以及履职效果在网上向选民公布。
[3]

 当前，在中国尚未具备竞争性选举条件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利用互联网促进选举政治参与的方法。



注释：


[1]
 DRUCKMAN J N，KIFER M J，PARKIN M.Timeless strategy meets new medium：going negative o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web sites，2002—2006［J］.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10，27（1）：88-103.


[2]
 何俊志.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3]
 孙浩.浅谈对人大代表的监督［J］.南方论刊，2007（4）：60.


第7章　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

本章对互联网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另一种形态——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分析。与选举政治参与不同，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西方常被称为“集合行为”“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为此，本章从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如资源动员理论、框架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着手，对国外的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进行介绍，并对国内的互联网如何影响三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进行分析，进而分析互联网影响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受制因素。


7.1　本章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中，有一种政治参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来源于“群体性事件”（mass incidents），而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体性事件”被称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到了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群众性治安事件”
[1]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群体非法事件”“群体冲突事件”
[2]

 ；2000年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使用的是“群体性治安事件”，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
[3]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出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指出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4]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多、规模上升、范围扩大的态势。从数量上看，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8700件，2005年上升为8.7万件，2006年超过9万件
[5]

 ，2007年上升到12.7万件，后中央政府就再也没有公布过相关数字，2008年和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
[6]

 ，而2011年，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估计当年发生大约18万件群体性事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7]

 从规模上看，群体性事件数百人参加的比较常见，千人以上参加的也已发生了多起，并且出现了跨单位、跨地区的串联行动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发生成千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从范围上看，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波及各个地区；涉及建筑、交通等众多行业；参与主体多元化，包括在职和失业职工、农民、农民工、个体业主、复转军人、学生等各阶层人员。研究者对此类现象的兴趣也在提高，并涌现了一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将中国群体性事件归结到各种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上，例如阶级意识或者申冤意识
[8]

 、规则或权利意识
[9]

 、革命传统或者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10]

 、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企业集体宿舍制度
[11]

 ，以及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和行动策略
[12]

 ，等等。

目前国内对互联网使用在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上的影响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不过，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有的仅分析互联网在报道群体性事件时的特征与负面影响。如徐乃龙认为网络的冲击会增加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会引起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会产生不良社会效应。
[13]

 而吴晓明则指出网络上的自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上具有舆论导向、议题设置以及沟通上情和传达民情的功能。
[14]

 有的偏向于谈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一方面或几方面影响，缺乏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关系的系统分析。如黄荣贵等发现在线业主论坛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并且揭示了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的巨大潜力
[15]

 ，指出在线的公共讨论能够对某个事件进行阐释、达成共识，成为线下直接行动的基础。
[16]

 黄冬娅则发现虚拟社区虽然拓展了人们的现实联系，因其动员的广泛性而推动了公共参与的兴起，但能否转化为现实中有影响力的持续公共参与行动，还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及其特性密切相关：基于人际网络的联络和动员推动了公共参与行动的行动力及其持续性，开放的城市空间则为这种现实的参与行动拓展了影响力。
[17]

 卜玉梅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为例，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展现了业主利用互联网进行抗争的行动图景，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行动初期，在线动员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行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及组织的生成来保证行动参与并支撑行动的持续性。
[18]



这些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理解，但是群体性事件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中的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和框架整合都不同，必须分清互联网使用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此外，过去的研究倾向于单一案例分析，如周葆华发现市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参与厦门PX事件，与朋友谈论或转发相关信息这种网络参与超越了其他体制型的参与方式。
[19]

 袁光锋以番禺反垃圾焚烧为案例，指出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的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的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
[20]

 曾繁旭等以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炉议题为例，发现一个松散的运动企业家群体通过对互联网的创造性运用，成功地进行“虚拟组织”，实现了抗争内部一定程度的协商、决策和框架建构过程的民主化，并成功动员线下的抗争行动。
[21]

 单一案例分析虽然有利于理解个案背后的背景、起源与发展，但却难以历时性和共时性地将这一案例与其他案例做对比。为此，本章采用多案例综合分析方法，多案例研究可以被看作多个相关实验。此时所进行的归纳是“分析性归纳”
[22]

 ，即使用一种事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案例，将理论的推论与案例的经验材料进行对比。基于以上认识，本章将问题聚集于：互联网使用在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影响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哪里？



注释：


[1]
 穆赫.关于突发性治安事件的概念、特点及处置原则.武警学术，1987（2）.


[2]
 白志军.“突发事件”及“群众闹事事件”应称为“群体非法事件”.公安研究，1990（1）.


[3]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2000-04-05）.http://wenku.baidu.com/view/e56508d63186bceb19e8bba4.html.


[4]
 魏新文，高峰.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困境与出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1）：90-94.


[5]
 赵鹏.“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2008（36）：30.


[6]
 人民时评.群体事件多发原因是政府与民争利.（2009-12-22）.http://news.qq.com/a/20091222/000012.htm.


[7]
 汝信，等.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14.


[8]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
 Li L.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rule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China Journal，2010（64）.


[10]
 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团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1）：59-76，244.


[11]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9（1）：139-161，245.


[12]
 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社会学研究,2005（6）：1-39.


[13]
 徐乃龙.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18（6）：11-14.


[14]
 吴晓明.群体性事件中的自媒体作用考察.江海学刊，2009（6）：205-211.


[15]
 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5）：29-56.


[16]
 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2）：2-10.


[17]
 黄冬娅.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基于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行动的分析.社会，2013（3）：131-158.


[18]
 卜玉梅.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社会,2015（05）：168-195.


[19]
 周葆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接触、公众参与与政治效能——以“厦门PX事件”为例的经验研究.开放时代，2011（5）：123-140.


[20]
 袁光锋.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3）：59-65.


[21]
 曾繁旭,黄广生,刘黎明.运动企业家的虚拟组织：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新模式.开放时代，2013（3）：169-187.


[22]
 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36-37.


7.2　相关理论框架

国外把群体性事件称为“集体运动”“社会运动”或者“抗争行为”。Garrett将互联网对抗争行为的影响区分为三种类型，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框架化工具以及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结构。
[1]

 参考这一观点，本章从资源动员理论、框架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着手，分析以往的相关文献，并探索文献中的这些理论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价值。

7.2.1　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运动是理性的动员过程，其中，社会运动组织拟订策略以从支持者那里积累资源，并且将这些资源与对手、权力精英进行交换，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某种集体利益。
[2]

 在资源动员理论中，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此框架下，集体行动被解释为具有主观思考和行动能力的个体在组织的控制与协调下，将原来分散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以产生积聚效应，即使得原本弱小的个体通过独特的联合机制而发出能够影响社会的声音。因此，集体行动是行动者进行动员与反动员的策略性工具。互联网的动员方式和手段，改善了群体性事件的动员结构。在时间上，互联网的信息即时传输功能，尤其是信息互动机制有益于社会运动的机动性动员和持续性动员；在空间上，互联网跨越国家地域的限制，使在某一地的社会运动能够获得社会资源并产生动员效果。

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一种资源汇集与议价的过程，认为社会运动组织的功能在于对内招募支持者、鼓励参与、维持士气，对外包装诉求、谈判交涉。因此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在于组织动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的资源成为动员的重要途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从而有助于维持分布广泛的虚拟社区
[3]

 ，当虚拟社区与现实生活的社区重合的时候，虚拟社区有助于生成大量的弱邻里关系，这种弱邻里关系最终能够成为集体行动动员的工具
[4]

 ，同时，互联网的信息即时传输功能有利于社会运动的随机动员和持续动员，在随机动员方面更是体现了信息即时传播与反馈的优势。因此资源动员理论成为研究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7.2.2　框架理论

框架作为一种试图去描绘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其目的是使行动者的观点合法化及使用大家共同的信念和理解去动员，并获得认同。如果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的认知框架不符合当事人的认知框架，则当事人可通过新闻素材的重新组织、话语的重新界定来重塑认知框架。陈力丹和董晨宇通过分析杭州飙车案，试图了解为什么看似普通的某个个人事件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他们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媒体报道将个人事件中的人物角色进行了原型沉淀，而沉淀之后的原型恰恰符合人们的社会心理，进而呼唤了人们的集体共鸣。这里的原型沉淀实际上属于报道框架的一种表现方式。
[5]

 李良荣等通过对2010年至2011年间发生的195个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大样本案例量化分析，发现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这5大因素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其中后三个因素就涉及群体性事件的框架建构。
[6]

 群体性事件的框架建构，可以培养集体共识，建构集体认同，最终促进集体动员。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常常通过多种形式来表达其利益诉求，例如给政府部门写信，给人大及政协提交议案，或者在对抗性的行动中通过喊口号、举标语和横幅等来表达诉求。这些都需要话语塑造和框架整合。
[7]

 利用框架来使自己的运动合法化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反WTO和IMF的示威。对于主流媒体来说，这些运动的标签是“反全球化”；而对于运动者来说，通过进行再框架化，他们将行动称为“全球正义活动”“反资本主义”“公平贸易”，运动者的每一个口号都隐含着不同的合法性、策略和目标。

7.2.3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政治机会结构就是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政权及制度、机构特征
[8]

 ，如2004年到2005年的国际环境为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以民主之名呼吁国外支持者的机遇。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取决于集体行动者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有利条件，而不是个人对社会或者经济因素的不满，政治机会结构事实上就是群体性事件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事件的成败。相关研究发现要想使群体性事件中的对抗性策略取得成功，必须要有有利的政治环境。
[9]

 政治环境能够影响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行，从而也能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最终解决。汤志伟和陈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发现社会控制能力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临界点，如果社会控制能力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也许能阻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10]

 这显示了政治机会结构在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社会运动的策略选择。如果政治体制具有开放性，但政策实施能力弱，则社会运动可能采取融入性策略，如游说、请愿、组团参与选举竞争、向法庭提起诉讼等；如果政治体制封闭，并且能化解各种威胁政策施加的压力，则社会运动可能采取对抗性策略，如游行示威、占领交通要道等。政治机会结构同样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果。在开放性政体下，社会运动常常有程序性效果，即政体为抗争者开放新的参与渠道，相对开放的政体加上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实施能力，使社会运动拥有实质性效果，即旧政策发生变更或者产生新的政策，当一个政体封闭并且强大时，运动积极分子便会促使精英发动有限的政策改革；在一个比较弱的政体下，不管是开放性的还是封闭性的，抗争都不太可能有实质性收获，最可能的结果是造成政治僵局，新旧政策都不可能成功实施，当一个政治体制不能带来程序性的或实质性的改革时，运动要求就可能会扩大，包括彻底改变现行政治体制，这样就会带来结构性压力。



注释：


[1]
 GARRETT R K.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new ICT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2006，9（2）：202-224.


[2]
 JOHN D,CARTHY M C,MAYER N Z.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1973：1-30.


[3]
 ELIN,LARRY.The radicalization of zeke spier：how the Internet contributes to civic engagement and new forms of social capital//Cyberactivism：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Routledge,2003：97-114.


[4]
 HAMPTON，KEITH N.Grieving for a lost network：collective action in a wired suburb.Information Society，2003，19（5）：417-428.


[5]
 陈力丹，董晨宇.从个人事件到公共事件——以“杭州飙车案”为例.民主与科学，2009（4）：21-25.


[6]
 李良荣,郑雯,张盛.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2）:25-34.


[7]
 SNOW D A，ROCHFORD E B，JR，et al.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 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51（4）：464-481.


[8]
 蒂利，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250.


[9]
 SCHUMAKER，PAUL D.The scope of political conflic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traints in contemporary urban protest.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78，19（2）：168-184.


[10]
 汤志伟,陈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诱发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2）：79-83.


7.3　互联网使用对国外社会运动政治参与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国外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2001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百多万市民上街进行抗议，其主要的动员、协调手段就是短信。
[1]

 2007年，缅甸爆发“番红花革命”，十多万人参与游行。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网络公民记者的出现，他们通过廉价的数码相机，通过即时通讯等互联网工具传播消息，最终由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报道。2009年4月，摩尔多瓦首都发生社会运动，美国《纽约时报》和《外交政策》很快用“推特革命”
[2]

 而不是“颜色革命”来命名这次由网络技术推动的广场抗议活动。2009年，伊朗的反政府活动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动员能力。当年夏天，由于许多人认为总统大选中存在舞弊行为，于是爆发群众抗议活动，并引来政府镇压，但是这些消息最终还是通过社会化媒体如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传播到全世界。可以看出，互联网在国外社会运动政治参与中显示出社会动员、新闻报道、突破封锁等多重作用，给参与者以赋权和抗争的可能，从而推动了事件的发展。本节将对最近这几年具有代表性的阿拉伯革命进行探讨。

以2010年底发生的突尼斯运动为开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君主国暂时稳定外，其余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笼罩在民众激烈的抗议情绪下。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并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这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阿拉伯革命，其中又以突尼斯和埃及的动荡和政权颠覆最为突出。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失业大学生在街头售卖水果和蔬菜时，遭到执法人员粗暴对待并在自焚抗议后身亡。这名失业大学生的自焚，在激起突尼斯人同情心的同时，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另外，国外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的大量公开文件，暴露出本·阿里家族腐败的具体细节。民众的反政府情绪迅速蔓延，最终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呼吁推翻本·阿里统治。突尼斯警方采取暴力方式来对付示威者，向示威民众开枪，双方之间发生冲突，导致数十人伤亡。
[3]



突尼斯警察对人民采取暴力行动的同时，官方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极少，报道内容主要涉及一些骚乱与恐怖事件。突尼斯政府对抗议事件采取严厉的新闻封锁措施，包括阻止国内外记者就示威与游行进行采访和拍摄。但突尼斯政府采取的封锁措施未能阻碍当地人拍摄相关照片和视频，人们在Facebook和其他网络社区发布有关示威真实情况的照片和视频。青年们通过社交网站24小时不间断地联系，他们上传了大量用手机、相机及DV拍摄的游行现场画面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互联网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宣传、联络和社会动员的作用。

2010年12月28日，本·阿里在讲话中将示威者称为“暴徒和恐怖分子”，并坚决地说：“我们要使用最严厉的方式来制裁他们。”本·阿里的讲话引起了突尼斯人民更大的不满，人民继续示威。突尼斯政府对示威的镇压也变本加厉，新闻的自由表达越来越受到限制。此后，突尼斯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新闻和网络封锁来控制手机视频和照片，防止其泄漏到国外媒体，警察逮捕了有反政府倾向的记者、博客作者和反政府说唱歌手。突尼斯政府网络监督局封锁所有视频分享网站、博客、网络社区和某些国外新闻网如半岛新闻网，并入侵示威者的Facebook账号。2011年1月13日，本·阿里再次发表讲话，再三承诺不当“终身总统”，并承诺要进行政治改革，取消媒体与网络封锁，保证个人的表达自由。然而，本·阿里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终倒台。

2009年6月，在埃及年轻商人哈立德·赛义德被害的视频播出后，人权活动者在Facebook上创立了“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网页，在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上的拥护者多达数十万。他们号召埃及民众于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解放广场开展示威活动。很多人通过Facebook和Twitter传递这一消息，超过9万埃及网民在Facebook上留言表示，“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1月25日，当地居民开始在埃及各地走上街头，抗议高食品价格、高贫富差距以及高失业率，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埃及政府当夜禁止国内用户访问Twitter服务器。26日，示威发起人又通过Facebook等渠道，号召民众28日在清真寺礼拜后举行最大型示威，还提供了一张列有30间清真寺及教堂的清单，告知示威者聚集地点。短短一天，召集示威活动的Facebook页面就已有8万人表态支持。网络聚集越来越多的民众，这也使得抗议规模不断扩大，暴力随之升级。为了阻止民众示威，埃及政府于1月27日采用极端的封锁消息的手段，一度全面中断国内所有移动电话网络和互联网连接。但是这一“街头革命”依然愈演愈烈，持续了18天，直到2月11日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宣布辞职。

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引发政局突变，可以说，互联网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注释：


[1]
 RHEINGOLD，HOWARD.Smart mobs：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MA：Perseus Publishing,2002：157-182.


[2]
 BARRYE E.Protests in Moldova Explode，with help of twitter.The NewYork Times，2009-04-08.


[3]
 刘滢.突尼斯“变天”的缘由.工人日报，2011-01-18.


7.4　互联网使用对国内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于建嵘从群体性事件的标准和类型划分入手，将中国国内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划分为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五类。他还指出关于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的特征比较明显，也不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现象。
[1]

 曾庆香和李蔚认为群体性事件分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和目标型群体性事件。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没有具体的抗争目标，其群体一般为偶遇群体，具有情境性突发因素，即其导火索往往是偶然的，其过程中往往出现打、砸、抢、烧，其群体也往往容易丧失理智。而目标型群体性事件往往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的目标而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事件，其群体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成的，其过程一般比较理智。
[2]

 综合这些研究，本节将分析利益维权型、无利益泄愤型、社会骚乱型这三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

所谓利益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它是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公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地调查处理，行为相对克制，但有的时候由于群体极化也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如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和2011年的广东乌坎事件。

所谓无利益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事件的过程非常短，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会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与社会骚乱型群体性事件不同的是，无利益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往往没有背后的组织者，是自发出现的。无利益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包括群体的临时性、利益的非直接性，即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太多的利益瓜葛。
[3]

 刘勇将“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界定为群体事件的一种，认为它是在复杂的群体心理支配下的非理性的、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重大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特殊性在于“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引发冲突的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只是借助这一偶然事件，来发泄郁积在心中的强烈不满和压抑的怨气”。
[4]

 熊友华认为，“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或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使得小的矛盾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个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利益冲突，它绝对不是表面上显示的一种情绪表达和发泄，而是一种源于终极意义的利益冲突，具有根本利益追求的性质。这种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大多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冲突的对象往往是党政干部、人民警察、政府公务人员或者是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
[5]

 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万州事件、石首事件，2012年的反日游行事件。

所谓社会骚乱型群体性事件，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事件的过程非常短，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背后有可能有组织和个人煽动。如2009年的新疆“7·5事件”。

接下来从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再框架化三方面来对互联网使用在三种类型群体性事件中的表现进行分析。

7.4.1　信息传播

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本身对政治参与有重要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信息流才是理解互联网的政治含义的关键：首先，从虚拟空间中获取信息的成本相对较低；其次，网络中的信息流较难被控制。
[6]

 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互联网被看作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通过互联网，用户能够制造一个同类型的信息环境，例如，电子邮件列表使得具有相同思想的个人可以在各种信息源中分享相同的问题和相同意识形态的新闻。网络新闻能够提高用户选择新闻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7]

 Bimber认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政治参与的增加，他观察到自1950年以来，虽然美国的电视技术有所发展、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其政治参与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
[8]

 1996年至199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政治信息与任何一种政治活动相关。
[9]

 根据政治心理学的研究，Bimber强调人们吸收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低成本地获得信息并不意味着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Shah等指出，信息流的影响是有条件性的，因为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具有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对政治参与则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基于对DDB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只有以信息获取为目的的互联网使用才会正面影响信任和政治参与。
[10]

 后来的研究者基于对网页内容的分析发现，互联网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信息流，而不同的信息流能够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11]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互联网的信息流必须与用户的性情偏好产生共鸣，才会促进用户的政治参与。换言之，在信息流与用户之间具有交互效应。Tolbert和Mcneal通过对1996年、1998年和2000年的选举数据的研究发现，一般来说，互联网用户确实更加积极地参与选举以及其他的政治活动，只有1998年是个例外。他们解释说，因为1998年是中期选举，所以不足以引起民众的兴趣，从而导致了互联网使用与参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12]

 Xenos和Moy则发现，互联网普遍促进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但是互联网对市民参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取决于用户的政治兴趣。
[13]



在利益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中，如果信息传播出现真空，谣言同样也会在互联网中产生。如乌坎事件中的村民薛锦波死后，另外被抓的四人“十指被钉”“遭刑讯逼供死亡”等流言也开始在网上流传。Ayres等人在研究跨国社会运动时指出，由于互联网中信息的准确度比传统媒体低，信息的不准确性可能激化冲突的剧烈程度。实际上，互联网上相当多的信息来自个人，并没有编辑对信息的准确度进行质量控制，这将导致信息质量的低下。他甚至认为，不可靠的信息可能将集体行动变成全球性的数字动乱。
[14]

 又如，2007年5月末，反对PX项目污染的短信开始在厦门市市民中间流传，短信称：“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要求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离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通过大规模的人际网络渠道，这一信息设置了厦门市市民讨论的议题，并推动事件的发展。

在无利益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中，如瓮安事件，从6月22日当事人溺亡至28日瓮安事件发生这一周内，从中央到贵州省内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的消息却铺天盖地，事件发生不到1小时，便有人把对事件的描述和现场的视频、照片传到网上。在瓮安事件发生的一周内，各类谣言包括“受害人李树芬被奸杀说”“当事人与县里主要领导是亲戚，公安局包庇说”“李树芬未答应帮人高考作弊被报复杀害说”等等，同时关于李树芬之死的各类谣言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互联网这个虚拟社会，数天内变得境内外皆知。
[15]

 据不完全统计，在石首事件发生后的约80个小时内，百度贴吧“石首吧”中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帖子，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酒店起火和警民冲突的视频。
[16]



在社会骚乱型群体性事件中，当信息传播出现真空时，互联网的影响就很强，然而由于传播者传播的互联网信息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就容易产生大量的谣言。如在新疆“7·5事件”中，分裂分子通过网络广泛散布“移花接木”的视频，妄称汉人殴打维吾尔族女孩，大肆煽动民族仇恨情绪，鼓动维吾尔族群众组织游行抗议活动，进行“暴力反抗”。

信息传播不仅发挥信息传递的作用，还承担着情感传递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媒体不能及时、全面地报道，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就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平台，并在多次传播中及缺乏权威信息源的情况下催化谣言，从而导致事件的加剧。

7.4.2　组织动员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参与主要来源于动员。群体性事件中的一小部分积极分子是自发参与的，大部分参与的人其实来源于动员。Mccarthy和Zald于197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1977年他们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同一主题的论文。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资源动员理论。Mccarthy和Zald试图说明的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加了。与奥尔森一样，他们也承认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以及如何动员那些缺乏行动动机的人参与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主张，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专业的运动组织。
[17]



互联网技术还可以通过集体的认同来提高政治参与的水平。互联网这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能够使分散的人群形成集体认同，而这样的一种认同，组织者能够将其用于动员人们参加集体行动。
[18]

 例如，Roscigno和Danaher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电台与罢工工人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而这些电台经常播放有关工人穷苦的内容，研究者因此认为电台这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够导致集体认同的发展，因而使得工人了解整个区域的工人的类似的斗争。
[19]

 研究者也发现类似的事情出现在互联网上，例如，Gurak
[20]

 和Leizerov
[21]

 的个案研究显示抗争人群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分享共识，从而形成集体行动。

对于互联网来说，互动的信息交流不仅带来了信息和情感，也带来了人际关系的资源的增加和集体认同的增强，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带来可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从而有助于维持一个分布广泛的虚拟社区。
[22]

 当虚拟社区与现实生活的社区重合的时候，虚拟社区有助于生成大量的弱邻里关系，这种弱邻里关系最终能够成为集体行动动员的工具。
[23]



在中国，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呈现出弱组织化的倾向
[24]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一批没有注册的草根组织开始通过网络进行组织、协调联络和动员工作并快速发展。如在2006年度央视《感动中国》候选人中，就曾出现了“格桑花西部助学网”这样的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草根助学组织。
[25]



无利益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如2012年9月10日，日本宣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正式将三岛“收归国有”，由此引发中国民间新一轮反日浪潮。在这次群体性事件中，新兴媒体，特别是微博、微信等的介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事件不断升温。日本“购岛”行为先是在网络上遭到网民的强烈谴责，引起了网上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而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因其特有的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舆论，并集合、发动周边的人群，促使更多的人从虚拟走向现实的游行示威中去。
[26]



在利益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中，会出现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组织动员，且组织动员力度较强。如借助互联网，乌坎村建立了一个“乌坎热血青年团”网络组织，他们通过印制并散发传单，制作和乌坎维权有关的歌曲、短片来动员村民，并在线讨论村里土地流失的问题，商量如何采取行动要回土地。组织成立后便伴随着集体行动，2011年9月21日的5000多名村民的集会游行行动就是由“乌坎热血青年团”组织的。不过，在利益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中，部分运动参与者故意采取非组织化或者弱组织化形式，降低组织程度从而降低参与的成本和风险。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活动，活动的推进也需要一定的组织，以便进行长期的斗争，因而属于弱组织化形式。无利益泄愤型群体事件由于参与人群是临时集结的，因此虽然有一定的动员，但组织化程度很弱，可称为非组织化形式。

社会骚乱型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有组织团体进行组织动员，煽动群众暴乱，组织动员力度很强。例如，在“7·5事件”发生前，分裂分子向维吾尔族群众发送大量的谣言短信，蛊惑不明真相的维吾尔族群众在乌鲁木齐聚集游行。7月5日，闹事分子在“我们的维吾尔”QQ群内开会，商定当日到人民广场进行非法聚会的暗号。

7.4.3　再框架化

在群体性事件中，行动者可以对议题进行再框架化。再框架化过程通过叙述（narrative）的方式，能够形成“什么是问题”的共识，同时为“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创造条件。通过这种方式，再框架化过程有助于加强参与者的共识。此外，它建立了抗争事件及抗争行动者的公众形象，将抗争和公众联系起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行动者在在线媒体中获得编辑权。
[27]

 所谓编辑权，是指参与者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或者对现有信息进行再阐释。同时，互联网构建的网络使得这些框架能够很快地被传播出去，从而改变了传统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公民通过使用互联网，模仿媒体报道的各种技巧，包括宣传说服，使得局部讨论的议题变得当代化和社会化。
[28]

 在群体性事件中，媒体的倾向往往显现出固有的偏见，有利于权力组织或者权威人物，这些倾向导致群体性事件中的行动者难以准确、全面地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来。
[29]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这些歪曲倾向进行了挑战。

在无利益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中，如石首事件，由于政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给出受害人死亡原因的权威说法，警方的结论难免遭受公众的怀疑，在普遍的怀疑和焦虑之中关于受害人死因的各种猜测必然在网络中大肆传播，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无法被证明为可信或是不可信。但是，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他们坚信受害人肯定不是死于自杀，而是另有原因。网络流行语“被××”自然就被套用到该事件之中。网友“情绪稳定的散户”在天涯评论道：“又被自杀了。”网友“黑白影子”说：“他们说自杀就是自杀，说是被外星人杀死就是被外星人杀死，反正他们掌握着一切，什么结果都是嘴皮子翻翻的事件。”
[30]



在利益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中，如厦门PX事件，公民利用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言论，对事件进行再框架化，从而赢得媒体和公众的支持。如参与者发的短信极具煽动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在没有确凿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情绪感染力超强的非理性表达。限于中国的舆论环境，游行的组织和传播都是通过短信、网络等载体完成的。在游行当天，甚至还有人进行了现场报道，然后传到网上。
[31]

 在乌坎事件中，村民张建兴负责媒体中心的工作，担任媒体中心的发言人。他通过新浪微博实时更新乌坎动态。在第一次冲突事件发生后，汕尾市市政府发布的官方稿件引起了村民的极大不满，为此，张建兴特意以十余名村民受伤住院的照片作为对官方报道的回应。而其他村民也在微博上发布信息，向公众提供除地方政府的通稿以外的消息，在网络上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互联网使用在这些事件中为参与者提供了再框架的可能。

在社会骚乱型群体性事件中，引发“7·5事件”的谣言借助网络力量不断升温，直至衍生出现实的暴力事件。从6月16日韶关某网民发了题为“旭日真垃圾”的帖子开始，“六名新疆维吾尔族员工强奸了两名汉族女工”的谣言被多家网站转载，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了汉族和维吾尔族员工的集体斗殴。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借机通过网络广泛散布“移花接木”的视频，妄称汉人殴打维吾尔族女孩，大肆煽动民族仇恨情绪，鼓动维吾尔族群众组织游行抗议活动，进行“暴力反抗”。

总的来说，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影响是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和再框架化。公民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大小能够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发展，例如，在乌坎事件中，公民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充分显现出来：在信息传播中，虽然也曾产生一些谣言，但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传递了信息，也传递了情感；在组织动员中，通过互联网形成的组织一直在事件中发挥作用；在再框架化上，为事件的合法性做出了阐释，最终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导致政府态度的转变以及国内传统媒体的充分报道，最终使得事件顺利解决。而厦门PX事件的顺利解决，离不开参与者积极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传播信息及再框架化。在新疆“7·5事件”和瓮安事件中，互联网成了谣言的发源地，因而加剧了事件的发生。其他的相关研究显示，在线业主论坛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
[32]

 ；在线的公共讨论能够对某个事件进行阐释，达成共识，成为线下直接行动的基础
[33]

 ；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的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
[34]

 。以上显示，互联网使用使公民获得赋权，拥有了发布信息的“自媒体”，公民通过“自媒体”获得的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其抗争的能力和群体性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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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受制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影响是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和再框架化。不过互联网对事件发展的影响还受制于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及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受制于现实的政治制度。

7.5.1　传统媒体的报道

媒体具有赋予地位的功能。从数量上看，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8700件，2005年上升为8.7万件，2006年超过9万件
[1]

 ，2007年上升到12.7万件。即使政策允许，由于版面和时间的限制，媒体也不可能报道所有的群体性事件，而当媒体报道某一群体性事件的时候，这一事件就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就能通过舆论的力量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的信息公开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如2005年的《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的通知》和2006年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这些事件的信息公开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然而，对群体性事件报道的相关法律制度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缺乏配套的法律保障。如2007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虽然强化了媒体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自主权，但该法的相关规定，如有关信息传播等的规定，并没有更细致的解释，这可能会导致某些地方政府钻法律的空子，对上级政府及中央搞信息封锁。

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国务院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的，其法律位阶是行政法规，于是，如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规定与处于其上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简称《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简称《档案法》）相抵触的话，则属无效。《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立法要旨在于对所持有的档案进行保密，《档案法》的立法要旨在于保存档案，但它们的立法指导思想都是以不公开为原则的，这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理念是相悖的。因而，在当下的法律体系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能为上位法所否定而沦于空转。事实上，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面对公民的各种信息公开诉求，不少问题立显。“信息不存在”“属于内部信息”“影响社会稳定”成为不少政府部门推托信息公开最常用的理由。
[2]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报道的不积极或不充分。

面对群体性事件，以往传媒由于与地方存在政商合谋而往往遭到信息机会主义的阻碍。一方面，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政策宣传手段而存在，坚持以党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原则，并在制度博弈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沿着制度框架的边缘进行利益的最大化运作。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转型也迫使媒体自身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和社会定位，把坚持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新的职业操守和伦理标准。这种原则体系的贯彻体现出很强的现实性考虑，尤其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宣传纪律规定一般不准许媒体自行采访报道，而是经有关部门同意后，由新华社统一发布新闻通稿，其他媒体才可以加以转载。
[3]

 于是，不违反宣传纪律的规定就成为传媒在群体性事件中失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群体性事件中，以往国内传统媒体往往不报道，或者是有偏向地报道。如在瓮安事件中，新华社于2008年6月29日凌晨在新华网发布消息《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抢烧事件》，只是非常简略地描述了一些人围攻和冲击政府的行为，对造成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某个女学生死亡，并没有详细说明。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又限制和干扰贵州省外的媒体进行采访报道，这减弱了在突发事件中媒体引导舆论作用的发挥。国内传统媒体的偏向报道并没有起到平息事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促使群体性事件扩大。6月30日，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赶到瓮安县指挥工作，并对随行的新闻单位提出要求，“大意是说要从群众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把瓮安事件的真相报道出来”。7月1日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被公布，全国媒体广泛报道，包括“警察打死死者叔叔”在内的一些传言迅速得到澄清。
[4]

 在乌坎事件中，由于前期出现了暴力冲突，国内的传统媒体并没有充分地报道，从2011年9月到12月21日，国内的传统媒体对于“乌坎事件”的报道仅限于转载汕尾党政信息网发布的新闻通稿。在事件的前期和中期，珠江台和陆丰台是仅有的两家能够进入乌坎拍摄、采访的电视媒体，在珠江台的报道中村民是“暴民，砸东西”，陆丰台也报道村民是“暴民”，即使到了12月还在播报中称村民是“违法分子”。

在贵州瓮安事件发生以后，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趋向公开化、透明化，群体性事件报道开始大量进入公众的视野，这标志着“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政策转向”
[5]

 。在新疆“7·5事件”中，央视在新闻联播中对乌鲁木齐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进行了报道，并以国家的声音对此事件做了定性，如乌鲁木齐通缉参与“7·5事件”的嫌疑犯的通告、乌鲁木齐市生活秩序恢复、新疆经济发展，以及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多则消息。而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国内传统媒体往往担任平息事件的角色，并进行宣传报道。如在厦门PX事件中，由厦门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厦门日报社合编，首批印数近25万册的市民科普读本《PX知多少》随《厦门日报》一起发行，同时由厦门市市委文明办、市科协等部门组织发放。

2009年8月28日，云南省省委宣传部针对陆良县警民冲突事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好评如潮。此前，针对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新华社于2009年7月28日发表文章《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文章指出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群众“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新华社的文章与云南省省委宣传部的通知表明：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对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信息发布与新闻报道，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路、新要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在群体性事件中究竟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还是“高压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传统媒体的报道。如果国内传统媒体早于互联网报道，并且报道充分、全面，那么互联网在群体性事件中就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如果国内传统媒体落后于互联网报道，并且报道有偏向，那么互联网就成了社会稳定的“高压锅”。互联网和国内传统媒体的相互配合和互动在群体性事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群体性事件需要快速、全面、准确的信息来降低公众对外部环境认知的不确定性，滞后的报道和虚假的谣言都会恶化事件的发展。其次，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离不开话语塑造和框架建构，这是因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话语策略和框架建构方面需要媒体的配合。群体性事件在话语塑造和框架设计方面的定位越清晰，同时也并未对主流价值意识形态产生太大的挑战，就越容易被媒体报道；而如果媒体不报道或偏向报道，参与者则会通过其他媒体如互联网传播自己的话语策略和框架。再次，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可以促进公众对议题的认知，从而影响舆论的形成和导向，而舆论又会对政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从而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进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失控或暴力化。为此，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需要把权力意图与目的及时、有效地传播给公众，但同时也要将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的诉求和话语传递给政府和公众，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全面、客观、及时、良性的信息传播既是夯实政府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正确引导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避免群体性事件扩大的重要手段。譬如，在媒体的报道中要破除“蛊惑和教唆”的报道框架，采取详细、全面报道的方法，这样才能防止激化矛盾，有利于事件的缓和及消退。

7.5.2　政府的态度和行为

政治机会结构制约着群体性事件的规则与资源。在中国，政治机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政府的态度和行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的政治特征也从新权威主义转向国家权威主义的碎裂化。所谓国家权威主义的碎裂化，指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权威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个威胁主要不是来自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的挑战，而是来自于体制内部的权力持有者们对国家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国家权威正经历着碎裂化的过程。
[6]

 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中央政府、省政府、地方政府。在厦门PX事件中，中央政府与福建省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不统一；在乌坎事件中，广东省政府与汕尾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也不统一。

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在美国禁酒运动中，运动领导人策略性地放弃在联邦层面的活动，转向在地方层面的组织活动，这种策略的灵活性为社会抗争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从而为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政治机会结构。在中国，如果事件的性质导致互联网的信息和观点直接危害到国家的安全，那么国家甚至会采取断网的方法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例如，在新疆的“7·5事件”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防控暴力犯罪活动，利用互联网、手机等对散布有害信息的行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通信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公民互联网使用的方法再多能力再大，也无济于事。不过，当事件并未危害到国家的安全或直接指向中央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没有能力去采取断网行为的，如乌坎事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态度也受国内传统媒体和海外媒体的报道的影响，因为媒体的报道会对政府产生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舆论带来的社会压力，还有来自其上级政府的压力。

特别是，海外媒体的报道有时候会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改变事件的进程。例如乌坎事件，在2011年12月19日的检索结果中，对于乌坎事件的中文报道有58篇，其中37篇来自香港，6篇来自台湾，14篇来自马来西亚，1篇来自新加坡
[7]

 ，而非中文的报道媒体有英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乌坎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介入迅速升级为敏感事件，也使得广东省政府采取开明的态度和策略来对待这一问题，并最终促使事件顺利解决。

这些案例显示，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其是否能影响、能多大程度地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这一重要的政治机会结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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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分析

本章将分析互联网对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章也将其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通过舆论，也就是话语，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形成压力，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的合法性形象，就不得不考虑和调整其政策和行为，公民就可通过网络舆论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


8.1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概念与发展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权利来源于《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也来源于《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谓网络舆论监督，刘召成称之为“社会公众利用互联网的舆论表达方式，对国家事务、社会现象以及一切社会成员的行为所实施的检查评定和督促”
[1]

 。周可达则认为“网络舆论监督，是民众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评价，对社会管理者行使管理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的过程”
[2]

 。

对于传统报纸的监督功能，恩格斯早在1849年为《新莱茵报》辩护时就曾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
[3]

 。而对于报刊的社会监督的特点，马克思也多次做过形象的比喻，在《莱茵报》工作的时候他说：“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
[4]

 在《新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再次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5]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报刊的社会监督归结为两种基本表现，第一，再现社会状况，尤其是令人不满意的部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此马克思指出：“报界不仅要撇开个别人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证明这种信念的实质是合理的，难道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责任吗？”
[6]

 第二，评论（主要是批评和揭露）权力组织和社会活动家（主要是当权政治家）的言行。特别是第二点，马克思又把它称为报刊的揭露职责
[7]

 ，他比恩格斯论述得多一些
[8]

 。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通过一些针对某些新闻事件或社会事件产生的网络舆论显示出来。所谓舆论，马克思强调其公众的特点，认为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
[9]

 ，虽然舆论不能替代实际权力，但是不同舆论的力量的对比，会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三个方面说明舆论的力量，首先，舆论是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例如，1860年奥地利实行新的议会选举，一些反对党、匈牙利的代表进入议会，便是舆论压力的结果，马克思对此做出评论：“皇帝的恩诏没有骗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舆论立即迫使旧的市议会（革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10]

 其次，舆论对立法是一种推动力量。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意识到舆论是“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气勃勃的源泉”
[11]

 。最后，舆论能实现普遍的社会监督，舆论能够实现社会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公开本身就会使当事者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监督力量。1845年，恩格斯参与创办《社会明镜》月刊，即有把舆论监督比喻为“明镜”，他宣布：“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
[12]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来看，舆论可以对权力组织、政治活动家、立法机关这些制定政府政策的行为主体产生精神上的影响和监督作用。

早期的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有以下几个特点：（1）事件的报道往往由传统媒体挑起；（2）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在BBS、聊天室中发展；（3）针对一些个人的司法事件。早期的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出现在2003年，因此2003年也被称为网络舆论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17日晚，大学生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天河区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地作为“三无”人员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晚，孙志刚称自己有病，被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20日凌晨，孙志刚遭到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的两度轮番殴打，并于当日上午死亡。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和轰动，互联网上抗议声浪此起彼伏。

刘涌，辽宁省沈阳市嘉阳集团原董事长，以他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案在2000年公开后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2002年4月17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涌等人死刑。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为由，终审改判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何谓“本案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终审判决结果公布之后，舆论四起，仅在搜狐评论栏目中，有关刘涌案件的网友留言就超过8万条，打破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纪录。
[13]

 在网络舆论和传统媒体的评论之下，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案再审后做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刘涌案的改判事件显示了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包括司法决策的重大威力。

2007年之后，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案例，并且体现在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和行为的直接评论与讨论上。2007年6月5日，《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被发在河南的“大河论坛”上。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对这一事件，不少网友直指这和“包身工”无异，而黑砖窑更是当代的“奴隶主庄园”。
[14]

 其他论坛均以“紧急呼救”和“全国网友都在转发”为标题将此帖置顶，迅速将此事传播到全国。

2008年，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因在餐馆中涉嫌猥亵女孩和以官员身份压人的视频在网上曝光而被停职；网民在上海地铁站捡到的温州官员的多张海外旅行费用报告和收据导致有官员被开除或受到纪律处分；因网民从南京市房管局官员周久耕在网上的一张照片中辨认出其价值不菲的江诗丹顿手表及每包150元的香烟，一周后，周久耕被免职；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因派人进京拘押女记者在网上曝光被免职；2008年2月，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一夫二妻”的劣行被网络论坛以“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为题的文章曝光，遭到网上举报后，董锋先被免职，后因情妇受贿案遭逮捕。

2009年1月，云南省青年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并关押，16天后，李乔明因重度颅脑损伤身亡。随后警方称其死于狱友间的“躲猫猫”游戏。李乔明家属和广大网民表示怀疑，后网友组成调查委员会对事件真相开展调查。2月27日，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2月8日，张涛、普华永等人以玩游戏为名，用布条将李乔明的眼睛蒙上，对其进行殴打，其间，普华永猛击李乔明头部一拳，致其头部撞击墙面后倒地昏迷，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些网络事件通过网民的舆论，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政府也认识到了网络舆论的强大影响，“第一次把网民意见纳入民意重点考虑”
[15]

 。

2009年2月12日，王帅在“天涯论坛”发出《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的帖子，用来影射当地政府征用土地的事情。这个帖子上传后，新浪、搜狐、网易等立刻转帖并将其置于首页，帖子一时间红遍网络，也很快惊动了当地相关部门。2009年3月6日，王帅被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带走，后被带到河南，关押在灵宝市看守所并被迫写悔过书。之后，2009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出报道《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这件事才得到了河南省政府以信息中心的名义发布的回复，事件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之后，人民网发表了《政府的“名声”要靠什么来维护》《如何面对网络批评》两篇时评，各家媒体都开始对此事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更是对王帅进行了专访，并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4月17日，灵宝市公安局局长宋中奎等向王帅道歉，表示已对这起案件做出了撤案处理。

2010年11月23日，王鹏在网上发帖举报“官二代”大学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经吴忠市公检法部门协调、讨论并获得领导批示，警方以“公诉”程序对王鹏实施跨省刑拘，案由为“发帖行为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秩序和声誉”“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16]

 。由于社会民众的强烈关注、舆论质疑压力及上级部门的介入，12月1日，警方解除对王鹏的刑事拘留，撤销错案，承认该案执法存在过错，并对当事人进行刑事赔偿。12月2日，新华社一天两次播发评论文章，批评警方公权私用、执法无度，使刑惩沦为权力压制民意表达的“禁声器”。
[17]



2009年5月7日，杭州青年男子胡斌驾驶三菱跑车撞飞横过马路的男青年谭卓，致谭卓当场死亡。随后，交警部门仓促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肇事者车辆不存在改装问题，死者是否走在斑马线上不详，案发时肇事车辆的车速被认定为“每小时70码（原文如此，实际应为‘70公里’）左右”。而目击群众称，事故发生时死者被撞飞5米多高，撞离斑马线有20米，车速至少在每小时120~150公里。而某都市报报道，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特别傲慢，完全不在乎撞人，其同伴声称可以用钱捞人。交警部门含糊的态度、肇事者傲慢的形象、谭卓“阳光学子”和胡斌“富二代”的身份对比，引发网络热议，围绕车速、罪名、审判时是否存在胡斌的替身三大问题，舆情沸腾达三个月之久，矛头直指执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2010年2月28日，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日记在网上广为流传。该日记记载了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的内容，被称为新的“官场现形记”。2010年3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批准对韩峰进行逮捕。

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政府工作人员到钟如奎家里就拆迁问题做工作，结果引发钟母等人“自焚”，导致两人严重烧伤、一人死亡。9月16日，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媒体采访，却在机场被原县委书记邱建国等工作人员劝堵，最后躲进厕所。有媒体记者根据钟如九打来的电话和拍摄的手机图片，以“女厕攻防战”为题进行了持续40分钟的微博直播，直至两姐妹离开机场。这次直播引发大量网友“围观”，使宜黄事件在网上急剧升温，大批记者、学者、律师、其他拆迁户和网民纷纷回复、转发，声援钟如九，声讨围堵行为。9月18日自焚者中有一人死亡，为避免家属闹事，宜黄县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带人欲将遗体送回宜黄，遇到家属阻拦。钟如九用手机发起第二场微博直播，内容包括抢尸、被软禁、手机被没收等。在手机被没收期间，其在北京的哥哥用她的微博账号继续发博。9月18日，宜黄县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10月10日两人被宣布免职。
[18]



2011年7月23日，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永嘉至温州南间，与前行的杭州开往福州南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造成40人死亡、近200人受伤。7月23日，网友们通过微博、网上论坛等形式对事故的发生原因、救援措施、伤亡人数及善后，中国高铁安全及动车事故责任追查等做出讨论。7月23日，事故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高度关注，温总理誓言一定要彻查事故。

2012年，网络舆论监督越来越多，众多官员在网民的爆料后经纪委监察部门调查、核实，因情况属实而下台。2012年11月23日到26日，三天时间，63小时，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即因微博曝光其“不雅视频”被免职、查处。2012年10月，天涯网友曝光广州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的帖子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经调查，已对其停职。

2012年11月，黑龙江双城市电视台播音员、女主持人王德春微博实名举报该市人大代表、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德江要挟她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并称孙德江存在以权谋私、变相转卖公家资产等违法乱纪行为。双城市随后对此事展开调查。

2012年12月6日上午11点，罗昌平连发三条微博，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到了2013年5月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了一条非常简短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借助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和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

在2014年的反腐风暴中，中共中央对周永康、徐才厚等一批党内、军内高层的查办，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途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纪委的作为有口皆碑，其中，监察部网站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网站由原来系统内的五个网站整合而来，2013年9月2日全新亮相，成为权威的第一信息源，“周一拍苍蝇、周五打老虎”成为各方关注甚至期待的发布规律。网站亦成为公众举报的快速通道，一年多的时间里，反腐举报量平均每天达800件，是网站开通前的4倍。2014年12月9日，网站又开通专栏，接受海内外人士对逃往国（境）外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涉嫌向国（境）外转移违法违纪资产等线索的举报。

2015年以来，我国发生了一些影响面大、社会关注度高的网络舆论监督热点事件。这些热点事件引发不少网民“围观”，使一些区域性热点事件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热点事件，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件、深圳堆土滑坡事件、黑龙江庆安枪击案，以及多地持续严重雾霾等。
[19]

 2016年，涉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人格尊严和法治保障的网络舆论监督事件如雷洋事件、如家酒店事件等，成为人们尤其是中间阶层特别关注的领域。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从早期的网络舆论审判、网络民族主义，发展到对政府部门及相关权力机构的直接评论与监督，这既反映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网民心态的变化。



注释：


[1]
 刘召成.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与人格权保护.信息网络安全，2008（7）：68-69.


[2]
 周可达.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J］.学术论坛，2009（7）：45-4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8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8]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348-34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2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50.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0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5.


[13]
 周海燕.重读刘涌案：公共领域视野中的司法与传媒之争.新闻大学，2006（4）：73-79.


[14]
 400父亲呼吁：娃娃被卖山西黑砖窑救救他们.（2007-06-14）.http://www.sina.com.cn.


[15]
 吴庆.中国青年网络公共参与的历史发展、本质及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11（3）：5-10.


[16]
 举报“官二代”同学公考作弊江苏籍小伙遭跨省追捕.现代快报，2010-12-01.


[17]
 查清王鹏错案背后的种种；遏制滥用警力迫在眉睫.南京晨报，2010-12-07.


[18]
 微博渐成突发事件的舆论传播中心.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11/08/3033852_0.shtml.


[19]
 李国祥，东鸟.2015年网络舆论场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1）：109-112.


8.2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影响

麦克卢汉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
[1]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如下。

8.2.1　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培育，促进政府合法性的形成

1962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首次从正面详尽地描述并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演化和消亡的历史。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最先出现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后来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它最突出的特征是私人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松散且开放的弹性社团，他们以俱乐部、咖啡馆、沙龙甚至报刊本身为媒介，在市场经济与行政国家之间展开调节。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科层化的发展，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目的在于限制权力的非法扩张，从而保持合理的治理。尽管学者们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众说纷纭，但是公共领域不能缺少以下三个要素：（1）（同质或异质的）参与者；（2）（沟通或非沟通的）媒介；（3）（辩论或非辩论的）共识。它们的协同作用决定着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类型。
[2]

 公共领域的构成包括三个要件：由私人组成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公众；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自由批判、辩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从而促进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
[3]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进行调节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
[4]

 。公共领域的建构“第一次将一般群众凸显在历史之中，使民主政治正当化”
[5]

 。同时，媒介革命是促使公共领域发生转型的主要动力。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为公共领域的重构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在传统社会里，大众媒介虽然曾经担任过公共领域的角色，然而，随着大众媒介受到国家公权力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侵蚀，它的权力已逐渐地从公民社会中被剥夺，随着数字化、网络时代的来临，权力开始重新分配。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世界的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
[6]

 ，对信息的了解与掌握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生命线，互联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它扩大公众的选择机会也自然符合民主精神。按哈贝马斯的构想，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应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对此，哈贝马斯是这样解释的：“我想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公开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公开的交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在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扩大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和愿望彼此生活在一起。”
[7]

 从深层次来说，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内容，互联网重构的公共领域在公共舆论的形成、网络虚拟社团的形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不同的群体中重新分配了政治权力。

互联网通过舆论监督，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形成一定的压力，这得益于话语的力量。话语是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手段。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是一套现成的制度，它不过是一个制度化的相互协商和对话的交往实践。因此根据舆论做出政策和政府行为调整，是任何一个国家谋求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民主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相反，不开放网络公共讨论空间会导致公民对政府合法性的怀疑
[8]

 ；在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允许一定程度的网络空间讨论，可帮助政府建立合法性。
[9]

 因此，在国家的允许下，网络舆论监督通过话语的生成，成为影响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一种权力。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正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促进自身形象的改善，最终促进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的形成。

8.2.2　促进专门监察网络舆论的专业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舆论调查又称民意测验或民意调查，是一种了解公众对某些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态度的调查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问卷调查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或一般民意动向。著名的舆论调查机构有1930年创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1996年创立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其中的“皮尤民众与媒介研究中心”调查公众对于媒介、政治和公共政策问题的态度。项目以直接针对公众的全国性调查为手段，观察公众对于主要媒介事件、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反应，衡量公众的价值观倾向和基本的政治与社会态度，对公众舆论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我国，舆论调查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早在1982年，北京市新闻学会联合调查组就已经组织了“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但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舆论调查一度停滞。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络舆论的兴起，专门监察网络舆论的专业机构诞生并发展起来，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2008年7月创建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07年底建立的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等。



注释：


[1]
 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34.


[2]
 许英,马广海.关于公共领域与信息时代的若干思考.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9-96.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87-203.


[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125-126.


[5]
 夏铸九.建构改革空间——理论的反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4（16）：21-54.


[6]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13.


[7]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91.


[8]
 SCHESSER S D.A new domain for public speech：opening public spaces online.California Law Review，2006，94（6）：1791-1826.


[9]
 BOAS T C.Weaving the authoritarian web：the control of Internet use in nondemocratic regimes//Zysman J，NewmanA.How revolutionary was the digital revolution?national responses，market transitions，and global technology.Stanford，CA：Stanford Business Books，2006：361-378；JIANG M.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on Chinese Internet.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20）：3-4；LAGERKVIST J.After the Internet，before democracy：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media and society.Bern：Peter Lang，2010.


8.3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8.3.1　存在虚假的网络谣言

在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中存在相当多的网络谣言。谣言是一种不真实的信息，谣言的广泛传播会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从而影响政府的权威与运作。默顿认为：“谣言是一种社会情境，它一旦被很多人相信，就会进一步增加相信者的人数，进而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造成影响。”
[1]



例如，2009年5月7日晚，富二代胡斌开着三菱跑车在杭州闹市区飙车，撞死正在过斑马线的谭卓，这起惨剧经杭州本地媒体报道以及网络传播，立刻引起网民的非议。7月20日，法庭一审判决胡斌入狱3年。正当人们质疑法院量刑是否过轻的时候，一则“受审胡斌是替身”的传闻迅速在互联网上蔓延，网民通过图像对比和人肉搜索等手段，进行一系列猜想，并引发对杭州市市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的质疑。7月31日，胡斌服刑第一天，杭州检方安排其老师和同学在媒体记者的陪同下前往探监，以回应网民的疑问，澄清胡斌不是替身。8月21日，在天涯上首发“替身”帖的湖北鄂州人熊忠俊（网名刘逸明）因“捏造、散布谣言”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

又如2011年3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某数码市场的一名员工在几个QQ群上发布了一条“据可靠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地产生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和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在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的消息。超乎想象的是，此后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这条消息不胫而走。3月16日浙江省部分地区出现集中购盐现象，并迅速向周边省市蔓延。3月17日扩散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核辐射恐慌和抢盐事件。该事件传播之快、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从深层次分析，这些网络谣言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政府的不信任。《环球》杂志联合某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3月6日晚6时，在参与投票的24743名网民中，有62.33%的人表示明显感受到压力的存在，并正在为此而焦虑不安。
[2]

 一方面社会竞争压力过大引发群体性焦虑，另一方面民生问题突出也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情绪。当代社会，虽然人们的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却在降低，同时，人们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目前，人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源于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风气败坏、公众道德水准下降，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安全无保障的感觉，焦虑心态带来对政府的不信任。当前不少中国社会民众对权威公权力部门的合法性、公正性缺乏社会认同，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强烈的福利受损感、社会不公平感，充满对公权力的质疑，而一些政府部门信息发布不及时、措辞不恰当更降低了这种信任度，特别是个别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隐瞒事实真相，发布虚假信息，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受损。公众在质疑权威部门的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同时，却对谣言、流言等虚假信息敞开了大门。在各种负面信息暴增后，受此误导易被煽动的网民不满情绪会急剧增长，致使政府公信力丧失，对政府工作的实施也带来极大的困扰。

8.3.2　存在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成为社会热点，正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一种显现形式。我国社会转型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和变迁，社会客观状况的变化必然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尤其是负面或突发性事件更容易吸引民众的注意和热议，激发非理性情绪和非理性舆情。过去，民众的舆情表达仅限于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等传统媒体，一些社会舆论常以民谣、顺口溜等形式流传，作为民众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一般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太大影响。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给舆论表达和舆情汇集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平台，社会舆情越来越多地以网络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舆论多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网络舆论。

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舆论还以网络暴力的形式呈现。网络暴力是社会现实压力的一种表现，人们在一些事件中表现的暴力行为，看上去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当事人的，但实际上是人们针对普遍社会压力的一种泄压行为，特定事件或人物只是一个启动阀门，而网络表达的相对自由性为这种压力的释放提供了可能。

非理性的网络舆论的形成，是因为网民的意见表达往往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环境中完成的，而网络中的社区空间中容易形成各种群体。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体互动环境会对个体心理如态度、意见的形成带来很大的影响。例如，有关群体极化的研究指出：群体讨论往往会强化其成员的最初的意向，使偏激者更偏激。而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轻信，群体情绪夸张、单纯，群体偏执、专横、保守，群体既可能表现出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根本达不到的崇高。”
[3]



8.3.3　存在着大量的操作舆论的网络公关公司和网络水军

网络公关公司是除大众传媒外，能够从事社会舆论活动、发挥舆论功能的第二舆论机构。它们具有特定的舆论行为和目标，从网民的心理出发炮制符合客户需求的营销服务。例如，“中国代骂旗舰网”曾在网上大肆招揽代骂生意，并称可以提供“职业骂手”，通过各种手段用下流语言对他人进行诽谤和攻击。
[4]

 又如，2010年10月内蒙古警方破获的蒙牛商业诽谤案，实际上是由一家受雇的网络公关公司通过在网站论坛密集发帖、将搜索引擎的相关关键词置顶等手段制造的一起商业诽谤案。

一些网络公关公司打着网络营销的幌子，公开招募“网络水军”。“水军”实为网络公关公司花钱雇的“托儿”，在集中的时间节点内，高频次、高密度地活跃于网络的各个角落，为雇佣者的发帖、回帖造势。网络公关公司联系点击量较高的个人博客博主撰写文章发表在博客上，将文章推荐到门户网站首页、置顶或加精，雇用水军在同时段频繁往返于各大论坛，借发帖、回帖造势，煽动网民情绪。水军就某话题发表意见，促成意见的交流和碰撞，营造意见的虚假繁荣，网民不断地被裹挟进议论，舆论的聚议量迅速扩大，大量的网民被卷入其中，个人意见升级为网络议题。水军通过营造虚假的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如蒙牛、伊利公司之间的黑公关事件，360与QQ互相攻击等都是由网络水军、网络公关公司作为幕后推手策划的。



注释：


[1]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633.


[2]
 我们为何群体焦虑［EB/OL］.（2012-08-20）.http://news.sina.com.


[3]
 勒庞.乌合之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1-41.


[4]
 徐盛楠：专业代骂公司在各地现身收费30元就可代骂一天.南京周末，2005-09-08.


8.4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

8.4.1　传统媒体监督功能的缺失

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媒体监督是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通过媒体监督政府、预防腐败一直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基石。在我国，媒体监督也被称为舆论监督。1988年4月，经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正确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是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舆论监督作用所必需的”。新闻改革座谈会提到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实际上是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发挥媒体的批评性报道的作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更是指出：“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我国的媒体监督主要表现为：（1）在较小的问题上进行监督；（2）偏重于指向经济利益团体；（3）监督司法。
[1]

 另外，早在1953年，中宣部就确定了同级媒体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因而，传统媒体既不能监督同级党委，也不能监督自己的上级，跨越地区实施监督也被禁止，即使对下一级权力部门进行监督，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要大打折扣。例如，相关调查显示，《焦点访谈》的批评指向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国家官员和垄断行业的权力滥用、对上和对下的弄虚作假、各种形式的违法乱纪、社会阴暗面和社会问题等。批评的主要机构集中在企业（占36.4%）、事业单位和政法系统（27.5%）以及政府机关（包括村委会这样的准权力机构，26.6%），三者相加共90.5%。在企业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是被批评的大头，占69.6%。对事业单位和政法单位批评的焦点集中于三类系统，即工商、税务、财经等垄断部门和要害部门，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公检法系统，三者共占总量的83.9%。对事业单位的批评显著增加，一是因为事业机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易受关注，二是因为与同为公共机构的政府权力部门相比，事业单位是较易触动的地方。对权力的监督是体现舆论监督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在政府机关或准权力机构中，处于基层的县一级机构和农村基层机构是批评的主要指向，合计占总量的73.8%。政府机构受批评的多寡与政府机构的级别高低呈负相关，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受批评的频次也与工作人员的级别高低呈负相关。在现实的操作中，传统媒体的监督要获得授权才能进行，这样的制度设置使得传统媒体监督功能缺失。

事实上，受众对传统媒体监督功能也表示不太满意。河北大学乔云霞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论监督研究”课题组对全国新闻媒介实施舆论监督的状况、经验和问题的调查显示，受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满意程度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力度还不够。新闻舆论监督从业人员中有43.56%的人认为舆论监督的力度“一般”，有58.48%的人认为成效“一般”。他们中有70.01%的人认为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有50.08%的人认为“对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批评报道不充分”。受众也批评了少数记者的畏惧权贵、缩手缩脚等不良作风。
[2]

 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正是传统媒体监督功能的缺失，才导致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和繁荣。

8.4.2　现实中缺乏完善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渠道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繁荣恰恰反映了中国信访、举报等政治参与的高成本及高风险性。信访、举报、上访等方式危险性大、成本高、效率低下。第一，各级信访机构，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从党委到人大，再到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地位低下，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资源和实际权力。本来信访的指向是掌握党政司法权力的官员，却让没有权力的信访部门出面处理，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出现权责错位。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缺乏统一的计算机联网，信息不共享，信访者一个问题可能要同时找几个机构，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可能不一样。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只能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因为信访机构分散，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面对大量的信访案件，无力件件亲自处理，致使信访部门对群众信访转多办少。2005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信访条例》，虽然新《信访条例》在保障信访人权利等方面有所进步，但也只是应急之作，没有体现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不仅不能有效地化解目前存在的信访洪峰问题，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一，新《信访条例》的主旨还是“束民”而不“约官”，虽然把保障信访人的权利作为重要的原则确定了下来，但同时又为各级政府打击、压迫信访人预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其二，信访制度中的压力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反而因赋予了政府信访机构调查、直接移交和办权的权力而有所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
[3]

 第二，部分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致使很多举报和信访案件石沉大海，而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时有发生。如举报鞍山市国税局的李文娟被劳教一年，耗时8年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被开除党籍，举报阜阳“白宫书记”的李国福蹊跷死于狱中。改革开放以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中有9人遭到打击报复。
[4]

 在《中国青年报》的一次网络调查中，在公众认为阻碍举报的诸多因素中，“担心举报石沉大海，得不到反馈”的占36.4%，“担心举报后遭到打击报复”的占34.9%，这两项因素被认可的程度位居所有因素的前两位。
[5]



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繁荣还反映了其他政治参与渠道的缺失。目前，我国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同时还有各级党组、工会、青年团、妇联等政治参与渠道。虽然这些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自身政治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参与渠道，但这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和渠道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其利益表达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也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普通公民的利益诉求。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一些政府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漠视社会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不能正确对待社会利益冲突。在日常的利益表达中，虽然《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等的自由，但实际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即使是最为合法和理性的听证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听证会代表的遴选缺乏科学性上。要想让听证会在政策制定中真正成为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就需要听证会的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目前，遴选听证会代表的程序不太明确，在保证代表的公正性、代表性上缺乏严格的操作规范，这就很难保证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代表被选出参加听证会。此外，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制度方案的背景，是掌握大量信息的强势主导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信息匮乏的公众参与者。这样，即使听证会召开的程序是公正的，但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结果的不公正。



注释：


[1]
 陈力丹，闫伊默.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2）：130-134.


[2]
 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4）：36-46，95.


[3]
 于建嵘，单光鼐，祝华新.群体性事件应对与社会和谐.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wt/t20090107_19965.htm.


[4]
 反腐败调查！你认为目前阻碍网络举报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方面?.http://bbs.tiexue.net/post 2_3695386_1html.


[5]
 专家呼吁尽快制定举报法，民调认同此乃当务之急.中国青年报，2009-03-17.


8.5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展望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未来发展应朝以下方向发展。

8.5.1　发挥传统媒体的监督功能

在社会主义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作为权力制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党的十三大把舆论监督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表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建立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1]

 。2012年，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四种监督”，其内容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



目前，党和政府要求媒体用正面宣传来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并且通过一定的传媒管理方式加以落实。在中国，党和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制主要是通过各级宣传管理部门的工作来实现的，依托于党和政府行政权力的级别划分，中共中央委员会所属的中宣部负责管理中央级的新闻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各省党委所属的省委宣传部门负责管理省级新闻机构，依次类推，也就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的宣传管理部门分别负责管理四级新闻机构的格局。

在美国新闻史上，20世纪初，反垄断、反腐败的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批被称为“耙粪者”（muckrakers）的调查类记者。
[3]

 借鉴美国的相关情况，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传统媒体发挥监督功能，并承担“安全阀”的社会功能。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废除各种对传统媒体发挥监督功能的不合理限制，让中国公民掌握合理的举报监督渠道，如此才能真正地规范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发展。

8.5.2　加强其他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

在加强其他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从实际上保障公民的利益方面，国外有相关的制度设置。加拿大公民向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反映意愿，提出诉求、意见、建议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所在地区的各级议员代为反映；二是通过联邦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部门专设的投诉机构，就这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投诉；三是通过联邦和各地方政府分别设立的专门受理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进行投诉的机构进行投诉。
[4]

 法国总统府通信局是总统府办公厅下属的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专门负责处理公民给总统的来信、来电。法国总统十分重视公民的来信、来电，每两个月要看一次有关公民来信、来电的书面综合报告，重大案件由总统顾问直接出面处理。
[5]

 韩国于1994年成立了民愿委员会，旨在保护公民权益免受不良行政的侵犯。该委员会管辖权广泛，除了受理公民对非法或失当的行政措施以及玩忽职守（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的投诉外，还受理对不合理行政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投诉。
[6]

 日本有所谓的苦情制度，即行政苦情申诉与处理制度，简称苦情制度或怨情制度，在广义上是指行政机关受理有关国民对行政的不满、不服等的苦情申诉，并为谋求对此的解决而采取必要措施。这是面向国民窗口的各行政机关的日常事务。狭义上的苦情处理，是指特别设立的苦情处理机关根据来自国民的苦情申诉，在进行必要的调查的基础上，将苦情内容告知有关机关，为谋求其解决而采取劝告、调停等必要的措施。
[7]

 国（海）外的这些制度设置，赋予相关机构更大的权力来接受公民的投诉监督，从而减少了非制度化的监督的出现。

对于国外的这些制度设置，我们可适当借鉴，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制度。

8.5.3　规范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发展

搭建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平台，收集民声民意，安排专门机构、专人对网络监督信息线索进行及时汇总，经过查实的给予及时查处和反馈。2008年初，杭州市纪委已建立了四条收集渠道：一是市纪委在该市媒体中聘请了13名一线记者，收集党风政风和党员干部廉政建设情况。二是市纪委与市外宣办网络处、市公安局一同建立了网络监督信息传递机制，市外宣办网络处和市公安局为市纪委提供从网上监控的相关信息。三是市纪委自己有一支网络信息搜集队伍，来自委局（即市纪委和市公安局）各个室（厅），被称为反腐倡廉舆情监控小组。“每个委局都有一名宣传信息员，他们经常上网，负责收集相关信息，及时报告。每个月都有一次例会，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制定下一步计划。”
[8]

 四是市纪委宣教室也有专人浏览网页。这四条渠道的信息都汇流到快速反应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根据网上舆情走向，决定是否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如果有信息涉及重大事件、某个领导干部，将建立调查处理小组和新闻发布小组。在调查处理小组调查后，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新闻发布小组据此通过发新闻通稿、召开新闻通报会或网上跟帖等方式，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引导舆论。

2008年7月出现的“株洲模式”
[9]

 也值得推广。其主要内容包括：市纪委、市监察局依托红网株洲站建立“株洲廉政”网页，在网页上设立举报信箱；以单位实名参与“红网论坛”株洲版互动，开辟“反腐倡廉网络信息中心”，设立实名ID“纪检监察信访”，授予其独立处理该中心所有文帖的权力。纪检监察机关在三日内向网络信访人做出受理反馈。为推动网络反腐工作进一步深化，市纪委要求所属各县、市、区纪委、监察局都在红网实名注册，安排专人受理和处理网络信访件，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和格局。2008年7月试运行一个月，8月正式出台办法，到2008年年底，共受理网络举报207件，查实办结100余件，在网上发布查实结果50余件，其中有不少重大案件，可以说初见成效。
[10]



广东省信访局在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2010年7月设立网上信访办理处以来，网上信访影响力不断增强，网络信访办理处成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新通道。2011年9月在15个厅局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后，初步形成了经常性、制度化的网上沟通机制，有效推动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积极探索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应对措施。网络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网络监督，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以网络公共舆论为代表的网络监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面对网络监督的洪流，政府并没有真正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机制，更没有最终形成积极主动的应对机制。一般情况下，网络事件的爆发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如下：某一事件的媒体报道——互联网上的传播——平面媒体的跟进报道——互联网与平面媒体的互动——热点事件的形成——政府的被动应对。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以及网络事件的处理中，政府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基本的模式是：网络事件的矛头指向政府，政府被动应对。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改变应对网络监督的被动局面，探索应对网络事件的制度模式，寻求处理网络事件的主动权。这就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尽快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控体系，通过对网络信息快速、有效地筛查、甄别，及时发现网络事件的苗头，密切跟踪网络事件的发展演变。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了解事实真相，通过权威媒体及时发布相关的真实信息，借助于互联网传播真实信息，让广大网民在第一时间了解事实真相，避免谣言及虚假信息的传播。只有能够确立“网络信息收集——真相调查——权威信息发布”这样一套网络信息处理机制，相关政府部门才能够更加主动地应对网络监督，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

8.5.4　对合法的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进行保障

第一，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也是接受人民监督的前提。只有信息公开，公众才能及时了解政府的作为、官员的情况。公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不仅可以实时地监督政府的工作，而且可以有效地遏制网上虚假信息的散布与传播。2008年5月1日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方面是公众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知情权，应该要求政府公开什么；另一方面是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了职责界定的模糊。在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着能轻松逃避公开政府信息责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该条例并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不能与《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相提并论，它只是国务院的相关规定，这就为某些政府部门拒绝公开信息提供了借口。所以要尽快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部门依法公开信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依法监督政府工作。如果政府能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公众所关心的信息，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监督权利，那么，就很容易辨别合法的网络言论与造谣滋事的网络言论之间的界限，用法律手段既保护网络言论自由，又限制不法网络言论。因此，与其采取封堵方法制止不法网络言论，不如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让不法网络言论没有逃遁之地。

第二，慎用法律尤其是《刑法》，追究网络言论的责任。网络言论归根到底是言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来保障言论自由，虽然我国国情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也要尽力保障言论自由，强调所处罚的行为必须具有实际的危害后果。在“主观恶意”要件之外，特别要求“后果犯”，如言论已经导致某种已然的“行动”，确实产生了危害结果。批评性言论中含有不实、虚假成分，并非言论处罪的决定条件，可以教育、警告或以其他手段替代。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对政府的批评可能有不准确的情况，但是这种不准确并不能被定义为“诽谤”，更不能随意被认定为“犯罪”。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不是恶意捏造事实，就不应该被追究责任。

第四，对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进行立法保障。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与迅猛发展的网络相比，网络舆论的立法明显滞后。我国自1994年以来已经设立了部分规范网络舆论方面的法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把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并明确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为规范电子布告牌、电子白板、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等提供了比较具体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些规定或者没有对如何规范网络舆论进行明确规定，或者虽然规定得非常详细，但贯彻落实的情况差。特别是网络舆论的引导，需要对政府与网络媒体的关系从制度上、法律上进行规范和明确。因此，完善网络立法，形成系统、有序地调整网络关系的法律体系，特别是通过立法将政府、网络媒体、公众等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法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是引导网络舆论发展的重中之重。



注释：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9.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29.


[3]
 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9.


[4]
 胡冰.国外民愿表达机制与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12）：60-61.


[5]
 钱先发.法国信访工作概览.楚天主人，2006（Z1）：49.


[6]
 胡冰.国外民愿表达机制与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12）：60-61.


[7]
 章晓可.中日信访法规比较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6（12）：70-74.


[8]
 徐秀勇，杨嘉.网络监督：成因、局限及政府应对［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12（1）：21-25.


[9]
 湖南株洲市纪委，市监察局.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http://www.zznews.gov.cn/news/zzlzw.


[10]
 徐秀勇，杨嘉.网络监督：成因、局限及政府应对.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12（1）：21-25.


第9章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分析

第8章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接下来分析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也就是互联网对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可以通过集思广益，获得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相关利益主体的理解和认同，而为中国政府所推崇和支持，但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和建设尚未完善，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9.1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发展概况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就是指网民通过网络向政府及其官员表达利益诉求，建言献策。互联网对建议型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主要表现在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上。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权利来源于《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指向是公共决策。公共政策指广义而合法的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为能够解决某种公共问题而做出的一种“为”或“不为”的法律和合法的命令、准则等规范。
[1]

 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一般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政府议程这一关键环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决策都需要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换句话来说，在做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决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将哪些事情提上议事日程，而哪些暂时不提。美国政治学家Bachrach和Baratz指出，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的更重要的另一面。
[2]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重要性的排序，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议程，如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传媒议程指传媒报道和讨论各种议题重要性的排序，而公众议程则是社会大众讨论各种议题的重要性的排序，政府议程指政府认为的各种议题的重要性的排序。在传播学上，传媒议程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这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了，本章主要探索公众议程是如何影响政府议程的。在西方国家里，公众议程的挖掘往往通过民意调查来实现，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尚没有成熟的民意调查机构扮演这样的角色，目前，中国的公众议程常常通过网络民意反映出来，在各种网络民意中，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基于此，本章想探索的问题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众议程？它能够影响中国的政府议程吗？如果能，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如果不能，原因是什么？

中国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从个别化、碎片化到初步制度化的过程。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早期，网民数量还比较少，虽然在1999年5月，为声讨中国驻南大使馆遇袭，《人民日报》网络版开通了“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使得网友可以通过上网发帖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但是在当时，网民仅把网络当作一种聊天和宣泄的工具，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其力量所在，因而并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网络建议。

到了2002年11月16日，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例子。网友“我为伊狂”（真名：呙中校）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贴出近两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该文对深圳的竞争力表示忧虑，对深圳政府的效率、治安、二线关口、交通、城市管理、外来人口、生活压力、诚信、人情、文化等多方面提出意见。
[3]

 这篇文章吸引了很多网友，包括深圳市相关官员。2003年1月19日，深圳市市长与文章作者“我为伊狂”会面，对谈两个半小时。而这一年的12月，以网络建议和舆论为主要内容的湖南红网“百姓呼声”栏目也获得第12届湖南新闻奖名牌栏目奖。

2003年5月，山东省烟台市在其官网“胶东在线”上开办了网络问政平台——“网上民声”。网民借助这一平台反映切身问题，表达利益诉求。“2003年至2010年6月，‘网上民声’共收到网民留言365000余条，其中投诉类留言111084条、咨询类留言195152条、建议类留言42159条、反馈类留言16701条，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这一平台中来。”
[4]



到了2006年，在中央层面上，“两会”期间，单是对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的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在地方上，2006年2月，宁波网“对话”栏目连续举办了八场“对话”直播“解难创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进一步加强了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对话内容包括缓解就业保障难、缓解住房难、缓解就医难、缓解出行难、优化就学环境、优化人居环境、优化服务环境、优化人文环境等。

2006年，人民网通过开办“地方领导留言板”栏目，建立起覆盖全国、影响广泛的政府官员与网民的互联网互动平台。人民网将该栏目努力打造成“社情民意的集散地，亲民爱民的回音壁”。各地网民可通过“快速留言”专栏对各省、市，或下辖区、县领导就贪污腐败、拆迁、“三农”等问题直接留言，或者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回复查询”专栏对相关领导和机构的回复情况进行查询；还可通过“网友反馈”专栏对回复情况和所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2008年，一种名叫“网络问政”的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出现。广东省河源市市委书记陈建华在2008年8月上网时发现有网友建议他在河源网开个信箱，方便网友直接向他反映问题，还取了一个信箱名，叫“华哥信箱”。陈建华接受了建议。信箱开通后，很快火爆，开始几个月，他平均每天亲自回复约20封信件，最高纪录达100多封。到了2009年，来信实在太多，陈建华书记将“华哥信箱”更名为“公仆信箱”。河源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各区、县党政领导，市直属部门领导都建信箱，共有186个，“公仆信箱”在河源遍地开花。每一个领导每天都要开信箱，看来信，抽时间回信。从2008年12月1日到2009年12月1日，“公仆信箱”共收到有效信件10906件，平均每天30件，处理了10512件，所处理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2009年12月1日，“公仆信箱”再延伸到乡镇，截止到2010年2月1日，已有1020个信箱。
[5]



2008年6月，广东省一名普通小学代课教师龙剑喜，在网上给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留言，描述了农村代课老师的清贫与困窘。2009年5月，省委书记汪洋委托有关部门正式回复网友留言，他表示，网友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将会在省委的决策部署以及各项工作中有所体现，网友反映的具体问题，将要求相关部门及时核实，妥善处理。
[6]



2009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强国论坛”推出了大型互动社区“E两会”，直接把“两会”从人民大会堂搬到了网络上。2009年5月9日，“强国论坛”应网民的强烈要求，在“E两会”的基础上推出常态化版本“E政广场”，功能更为全面，细节更为人性化，不仅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参政议政平台，同时也为国家各级机关提供了一个倾听民意的空间。
[7]



2009年11月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举行隆重的中国新闻奖和优秀新闻工作者颁奖仪式。在该年度（第19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和烟台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获得获新闻名专栏一等奖。

自2008年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由网民自发的建议型政治参与转向由政府主导的动员建议型政治参与。200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做出决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国务院法制办网站设立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将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法规规章进行公示并进行民意征集。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全文，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共五章，四十一条，分别就适用范围、征收程序、征收补偿、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实施的拆迁等问题予以了明确规定，并设置了提出意见的方式：在2月12日之前可通过国务院法制办网站的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发送电子邮件或信函。意见征集公告发布之后，新华社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国土资源部网站第一时间对公告全文进行转载。随后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各大主流网络媒体纷纷将公告转载至显著位置。网民也开始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强国论坛”开设专题讨论帖，两天内，网友提出的建议超过110条。同时各大媒体开始对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专访，邀请他们发表对拆迁条例的看法。

201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在短短1个月内，就收到了2万多名网友的近10万条意见。2011年2月25日，重新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通过。通过网络获取建议，政府的立法工作得以顺利进行。2010年12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其网站上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和关于该意见稿的说明。通知指出，2010年1月2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3月3日，共收到意见和建议65601条，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相关部门对稿件做了进一步修改。网民可以在2010年12月30日前，通过国务院法制办网站的意见征集系统、电子邮件或信函继续提出意见。

2011年7月8日，民政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简称《纲要》）并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纲要》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加快发展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了“十二五”期间慈善事业的重点任务。8月23日，《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引》）在民政部官网公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引》中提到“日常性捐助信息应在捐赠接受机构收到捐赠后的7个工作日内披露捐赠款物接收信息；重大事件专项信息应在捐赠接受机构收到捐赠后的24小时内披露捐赠款物接受信息或按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要求的时限披露”等规定，引发各界关注。捐赠人、专家、基金会、社团、民间非营利组织等相关方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如南京民间公益机构“天下公”的负责人向民政部寄出一封建议信，提出五点修改建议：提升《指引》的法律层级，与国务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合理衔接；将“指引”变更为“规定”；将“信息披露”改为“信息公开”；明确信息公开主体；建议删除因“国家安全”不予公开的例外条款，规定除捐赠人及受益人有要求外，捐助信息完全公开，不公开捐赠人或受益人信息的，需要公开相关证据等。
[8]



对于公民个体而言，利益诉求很难传达到政府高层，更不用说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样很容易造成公民的政治冷漠。而借助网络这个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隐匿性的政治传播渠道，诉求和意见可以真实、直白地呈现在网络上，并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反馈和解答。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建议平台和渠道，中国的网民们为决策者提供切实的建议，这为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注释：


[1]
 卢坤建.公共政策释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4）：81-86.


[2]
 BACHRACH P，BARATZ M.Two faces of power［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2，56（4）：947-952.


[3]
 我为伊狂.深圳，你被谁抛弃［EB/OL］.http://www.douban.com/note/158482846/.


[4]
 邓兆安，张涛.中国式网络问政：“胶东在线”的标本意义［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95-96.


[5]
 张尚仁.网络问政——公共管理的创新形式［J］.云南社会科学，2010（3）：28-32.


[6]
 张尚仁.网络问政——公共管理的创新形式［J］.云南社会科学，2010（3）：28-32.


[7]
 刘红，肖红，申宁.“强国论坛”的创新之路［J］.新闻战线，2010（4）：19-21.


[8]
 万静.民间公益机构向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提修改意见［EB/OL］.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0902/4521950.shtml.


9.2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典型案例：人民网“E政广场”

2009年的“两会”期间，人民网“强国论坛”推出了大型互动社区“E两会”，直接把“两会”从人民大会堂搬到了网络上。2009年5月9日，“强国论坛”应网民的强烈要求，在“E两会”的基础上推出常态化版本“E政广场”。“E政广场”获得第21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截至2014年7月5日，人民网“E政广场”的注册用户数为157008人，提案数为14032件，最高点击量为1834398次，最高回复数为2620条，最高联署（联名签署）人数为12171人，最高支持票数为610734票。可以说，人民网“E政广场”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一个典型案例。谁参与其中？里面的提案包括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提案对政府议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章对人民网“E政广场”进行案例分析，具体探索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特点、影响与局限。

9.2.1　谁参与了“E政广场”

2014年7月21日的数据显示，在“E政广场”上提建议的人数为95509人。在排行中，第一位为群众，人数为71061人，占74.40%；第二位是中共党员，人数为20387人，占21.35%；其他的无党派人士1713人，占1.79%；共青团员1470人，占1.54%；致公党党员878人，占0.92%。这些参与者之间进行着良性的互动：他们通过浏览网站内容得知时事发展，同时在平台上发出他们的政治声音；政府官员和各党派人员在了解和收集群众的政治声音后，通过回复提案的方式进行互动。他们属于积极的政治参与者。“E政广场”参与者的政治素质普遍较高，政治参与度也较高，他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利用自身经历和政治思考对时事进行积极反馈。如《毒品问题为何不能完全根治》的作者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感悟，提交政治提案，表明毒品问题不能根治的根源是在法律和机制的方向上存在错误。又如《为何医改越深化，医患关系更紧张？》一文，虽然作者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性不强，但是也敢于把自己观点和想法说出来，有很强的参与意识。

不过，有数据显示，“E政广场”的网络建议人与全国网民的统计数据差别很大，并不代表一般民众。潘聪聪根据2012年“E政广场”的数据，发现：当时网友的人均提案数仅为0.089个，并且在131份网友建议中，网名为“张奋”的网友共有15篇提案入选；在1331份网络提案中，建议数超过15个的网友有8位，最多的建议数达到了41份。而整体网民的实际活跃度是很低的。
[1]

 也就是说，参与网络建议的网民仅是全体网民中的一小部分。

9.2.2　“E政广场”的提案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截至2014年7月，在“E政广场”的提案中，时政类建议有21310条，占总数的60.53%；民生类有6953条，占19.75%；科教类有2549条，占7.24%；经济类有2287条，占6.50%；综合类有2106条，占5.98%。在2011年评选的优秀提案中，前38名见表9-1：


表9-1　2011年评选的“E政广场”优秀提案（前3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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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ezheng.people.com.cn。

这38个优秀提案的内容包括教育、矿难、电网整改、审计、承包土地、财产公开、房地产税、公车改革、养老保险、国企改革等问题，大多涉及民生行政。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公民进行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公众的利益意识有关，“只有当公民感到他的参与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获得积极的效果，或者免于惩罚，而不是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才会有参与的可能性，无论是自主性参与，还是动员性参与，都是如此”
[2]

 ，而民生问题与公众自身利益的相关度较高，因而就更能引起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

9.2.3　“E政广场”里的提案对政府议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截至2014年7月，公众向各部委的建议数和回复数如表9-2、表9-3所示。


表9-2　公众向各部委的建议数（截至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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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ezheng.people.com.cn。


表9-3　各部委的回复数（截至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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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ezheng.people.com.cn。

截至2014年7月，公众向各地方的建议数和回复数如表9-4、表9-5所示。


表9-4　公众向各地方的建议数（截至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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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ezheng.people.com.cn。


表9-5　各地方的建议回复数（截至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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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ezheng.people.com.cn。

从各部委和各地方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他们是“选择性回应”，即政府仅选择自己感兴趣话题来进行回应，而对于大部分真正需要去解决的提案，相关负责人却沉默了，于是产生了一大堆积案、无头案。张华等对广东省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的网民留言和政府政策输出进行分析，发现留言板型网络参与中的政策参与和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现象，“选择性回应”存在的原因在于官员考核的“目标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由于考核的参与对象缺乏民众一方，问责和考核的方式还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回应的内容也会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这就导致政府部门对这些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采取“选择性回应”。
[3]





注释：


[1]
 潘聪聪.网络民主应该走得更远［EB/OL］.（2012-11-06）.http://media.people.com.cn/n/2012/1106/c150618-19514178.html.


[2]
 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83.


[3]
 张华，仝志辉，刘俊卿.选择性回应：网络条件下的政策参与基于留言板型网络问政的个案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3（3）：101-126.


9.3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功能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类似于上书模式，上书模式是王绍光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依据中国公共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的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的一种，这六种模式见表9-6。


表9-6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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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

上书模式是指给各级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申述等行为。在上书模式里，建议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因此不同于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建议的内参模式。过去，即使是上书模式的建议人，也未必是普通公民，而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平头百姓凭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非常之少。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普通公民通过网络提出的建议，通过网络被放大，如果能进入官员的视野或媒介的议程，往往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如果得到媒体的关注，则会受到重视和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E政广场”反映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简称《安规》）在经人民网的报道之后，电监会就对网友提交的反映个别电网企业安规修改存在漏洞和风险的“E政案”做出了书面回复。

传统社会的公共决策合法性依赖于决策者的权威地位，高层尤其是领袖具有决策的极大权威。但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的复杂使得风险不断增长，导致公共决策对专家知识的依赖提高。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家政治模式的兴起就是由于试图把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定位于政策的专业化与理性化。无论是高层还是专家政治模式，都属于精英政治，正如托马斯·戴伊所说，“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制定者精英阶层的存在是政治生活的事实”。
[1]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琼斯和马休斯指出，在精英决策模型中，公民常常被看作淡漠无知、自私消极的乌合之众，他们在组织上缺乏严密性，在政治上缺乏自觉性，也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因而公共决策所反映的只是精英集团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偏好。
[2]



最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从经济政策转向社会政策的同时，传统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

 不少国内外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决策者的政策咨询网络正在逐渐扩大。
[4]

 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组织加入其中。传统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从而影响公众议程，进而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中国的传统媒体担负着“上情下达”的宣传任务，在这样的意识视域中，新闻媒体对于公共议题的报道通常着眼于政策出台后的“宣传引导”，负责向社会公众传达、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各地的政策执行情况。但是，当今中国的传统媒体，除了接受党和政府的管理之外，还深受市场的压力，在一些并不敏感的领域中，担任政府批评者的角色，重构政府的议程，以满足受众的需要。例如，在2006年至2009年新医改的政策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扮演了政策议题提出者的角色。同时传统媒体还在新医改方案制定的过程中持续询问，对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收集社会上的广泛反馈，这些意见又最终体现在正式的新医改方案之中。
[5]

 在中国的传统环境下，由于成本过高，渠道有限，公众很少参与公共决策过程，而仅是公共决策的承受者。互联网的低成本以及便捷性使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成为可能。由于搭便车的影响，尽管目前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决策的公民不多，但它却是政府在公共决策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公民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对公共决策系统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促进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形成

公共决策狭义上的合法指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广义上的合法指符合正义原则。黄晓洪和张绍红认为“某项公共政策是否合法取决于它与我国《宪法》的符合程度，以及它是否合乎正义原则。所以说，政策的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广泛认可，要使人民相信现有政策不是国家或某些官员的意志，而是社会发展最适宜的选择。只有当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公益恰好一致的时候，人民才会自觉地去执行这项政策，这时国家的公共政策才是真正合法的。否则，这项政策就带有偏向性，其合法性会受到普遍质疑”
[6]

 。为此，在现代社会，是否合乎公民意见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公民意见源于人们对整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主观感受，源于实现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表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只有理性应对公民意见，并出台政策回应公民的要求，政策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遵从和维护，诸多现实问题才能得以及时解决。

作为公民意见的一种，公民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可以使公共决策方案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同时还能检测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各相关利益群体对公共决策方案的态度，进一步平衡各方面的正当利益诉求，进而通过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来完善公共决策方案，为方案的最后出台做好准备。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者讨论的社会问题，多是相互陈述的自我经验感受、利益需要和价值主张。通过相关的陈述，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历、利益需要和价值主张的公民获得了相互认同，实现了在该社会问题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或权力结构中的自我地位认知。公民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局部的情况和利益诉求反映到中央决策者那里，很好地实现了利益和意见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说，公民的网络建议的聚集是公民意见的一种社会整合。“公民意见的初步整合”强调的是公民的网络建议在公共理性和公平正义的引导下进行交融整合，最终形成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民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在出台前都要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网络意见征询占了很大的比重。相关部门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决策制定过程。在众多网络政治参与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重要内容是政策制定者忽略了的。在传统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平台，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行为往往是在暗箱、黑幕中完成的，从而产生了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最终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到位，甚至导致公共政策的失灵。而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不但为普通民众了解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提供了一个便捷有效的平台，使公共政策的执行由隐蔽、神秘走向开放、透明，而且将公民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纳入决策过程，实现了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共治，提升了政策执行效果。

二、有利于多元利益群体的沟通，促进协商民主的形成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利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出现了新的演变轨迹和模式。先是个体利益的凸显，然后是原有的阶层分化并重新组合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在博弈中失衡，部分强势利益群体逐步向准利益集团演进”
[7]

 。伴随着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多元社会群体也就出现了，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解决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是从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协商民主里的协商（deliberation）不同于对话、讨论和一般的交流，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它强调理性的观点和说服，而不是操纵、强迫和欺骗。在协商民主中，自由、平等的参与者支持一系列程序规范，其目的主要是交流而不是实现策略目标，参与者倾听、接纳并响应他人的观点，他们忠于交流理性与公正的价值。在决策做出之前，协商能够赋予参与者对各种建议或方案进行审视、检查和批判的权力。协商民主指的是政治公共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参与政治过程、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调整自己的理由，实现偏好转换，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
[8]

 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少数人的观点，通过理性的信息互动来达到偏好的转换，而不是“多数人的暴政”。正如哈耶克所说，“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如果“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
[9]

 换言之，只有数量而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对民主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互联网的互动有利于保护少数派的权益。在多数人难以达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益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因此，还是莱斯特·瑟罗说得好：“以那些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群体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
[10]

 为适应这种变化，人类必须设计出反映少数派民主权利的新机制，使之与传统的多数派民主结合起来，形成“多数派的统治加上少数派权益的融合”的全新的民主机制。

就协商民主的本意来说，其目的是扩大民主的范围，是民主不再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同时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意见。不过，由于网络技术的门槛，目前仍然无法上网或者上网后无法表达意见的公民被排除在这样一种网络协商民主之外。因此，随着公共事务的复杂程度的提高，对参与者的知识水平要求也随之提高，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如若不能提高学习能力，则将面临边缘化程度加深、在协商中缺乏代言人的危险。

三、有利于政治制度建设，以适应政治参与的发展

在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中，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讨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现象时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化”概念，并提出了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他将政治制度化定义为“为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并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制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
[11]

 而帕特南则认为政治参与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生产，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12]

 。

政治参与也是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稳定是以一定的政治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权威的存在必须要有一定的合法性。借用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来源的分类，我们知道，政治权威有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法理型三种类型。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和制定、执行法律时要遵循的某些习俗；超凡魅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则依赖于一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法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依靠理性制定的规则、法律和制度等建立起来的事务性“权限”，它表现在，现代政治活动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是由广泛和平等的普选产生的，是公民普遍意志的反映。
[13]

 当代学者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趋向就是政治权威由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向法理型发展，即政治权威来自于人民，现存的一套政治体系及其权威和价值观念被人民所认可和接纳，这样才有利于政治系统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随着能源以及增长能力的局限，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如其他国家一样开始放缓，甚至是零增长，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就要逐渐将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转为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多目标，以保证政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

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有序和无序的政治参与，而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则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认为，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一方面，政治参与可以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为决策提供信息，有助于政治体系适应时代的发展，回应公民的需求，循序渐进地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要限定在政治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一旦政治制度无法接纳更多的政治参与，就可能造成参与爆炸而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要想保持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必须做出适当的安排以接纳更多的政治参与，使政治参与制度化、法制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有效治理。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其公开化的特征促使民众对政府提出各种建议；网络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征促进了政府对网民诉求的及时反馈；政府采取的各种为维持其常态性而建立的规章制度，为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成为制度化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基础。



注释：


[1]
 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那格尔.政策研究百科全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94-96.


[3]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29-148，207.


[4]
 CABESTAN J P.Is China moving towards enlightened but plutocratic authoritarianism?［J］.China Perspectives，2004（55）：21-28.


[5]
 王绍光，樊鹏.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J］.政治学研究，2010（2）：36-51.


[6]
 黄晓洪，张绍红.试论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162-166.


[7]
 谢海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群体的演变轨迹、前景和特征［J］.郑州大学学报，2009（1）：18-22.


[8]
 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


[9]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7：129-132.


[10]
 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5.


[11]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12]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出版社，2001：195.


[13]
 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38.


9.4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局限

中国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主要是针对政府决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过去，公众难以直接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并产生效果，由于互联网的低成本以及媒介的放大效应，现在这些建议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了。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仍存在局限。

9.4.1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成效不高

一方面，网民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并没有真正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问题得到解决的概率很小。有些领导干部只是“随波逐流”“赶时髦”，对待网络民意的态度不正确，具体表现为有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民众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回应，对民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及时回馈。有网友表示干部“触网”有作秀之嫌，来信答复内容过于简单，不能真正解决网友的问题，网络问政是“问了白问”，网上拍砖是“拍了白拍”。
[1]

 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实践来看，政府反馈的程度不一。有的地方非常重视，已经将其纳入了制度建设的轨道。但更多的地方则表现出对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假热度，即使是在呼声很高的一些平台上，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反馈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信息受理机制、检查和规范机制以及网民教育机制不健全，使得信息真假难辨、杂乱无章，难以保证有效信息及时反映到政府部门。甚至有的政府机关居高临下，对反映问题的网友进行恐吓。如2011年7月，某市一网友在本市的“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上抱怨该市的“交通整治行动”变质成“罚钱行动”，该市公安局在回复中说，要对留言网友“听其言、观其行、观后效”，引发大量网友“围观”。
[2]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官员的专家治国思想和对上负责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很多政府决策都依赖于专家，如各大高校的知名专家，尤其是经济学的专家，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专家治国的理念。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西方思想界的鼻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3]

 专家治国论一般而言是指将科学知识作为决策和掌握权力的基础，反映了以科学知识和能力来行使权力的人能治理国家的思想，或者称“能者统治”。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将能者统治定义为依靠才能来获得合理权威的地位。他说，“我感到：才能、成就和普遍主义的原则是一个有成效的、有教养的社会的必要基础”
[4]

 。

专家治国论与公民参与有着深刻矛盾，专家治国推崇少数人治理，公民参与推崇多数人治理。正如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萨拜因对柏拉图的批评：“柏拉图断定明智的政府必然是由少数人治理的政府，这是对的，但人们不能单是把开明的专制奉为政治定论，断言统治纯粹是一个科学知识的问题。平民大众可以将其托付给少数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这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念，即有些事情是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决定的。”
[5]

 从民众角度来看，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素质等因素对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虽然一些别有用心和道德低下的人在网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但也不乏一些网络高人发表有见解、有思想的言论，其关键点在于“问政于民”与“问事于政府”的有机结合，实现双方的有效互动，才能真正摆脱专家治国与公民参与的矛盾。

当然，也要看到，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成效不高还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非专业性相关。例如在“E政广场”中，leining建议“2010年在中国构建消费主导经济”，经济学家刘方棫就直接回复“消费主导经济并不是鼓励铺张浪费”。此外，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成效不高也与未形成制度化管理有关。如就“E政广场”上的上万条提案来说，“有问不答”“有求无应”的现象依旧普遍。及时反馈的缺失，让网民的建议在提交后就进入“黑箱”状态，网民无法得知自己的建议是否得到认同，是否已经被转达给政府相关机构，对于转达后的处理结果也一无所知。

9.4.2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仅代表部分公众的意见

虽然媒体对公民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报道很积极，但实际上公民对此并不积极。这是因为，首先，公众由于长年不参与形成了政治冷漠，即使现在有了参与的机会也调动不起积极性，仍然认为自己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其次，这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所谓“搭便车”行为不无关系。“搭便车”问题由奥尔森提出，它是指参与者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就可以享受到与支付者完全等价的物品效用。
[6]

 该问题影响着公共物品供给成本分担的公平性，以及公共物品供给能否持续和永久。“搭便车”包含两种情形：一是享受到组织提供的种种权利后，丝毫不尽个人对组织的义务；二是在此时此处享受到组织提供的权利后，没有在此时此处尽义务，而是在其他时间或地点尽了义务。
[7]

 公众在显示偏好即参与决策过程的活动中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但是个人不这样做，同样可以享受到别人为此努力而带来的好处，因此，理性人最“经济”的选择就是不参与，让别人去参与，自己坐享其成。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仅代表部分网民的参与意见。例如，为了推进医疗改革，改变不合理的状况，早在2006年，国家就开启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对医改的调查和研究。到了2008年，为了获取更多的新医改意见，10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其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新医改方案，开辟“我为医改建议献策”专栏，至11月14日16时，共收到了各类反馈意见35260条。
[8]

 在获取网络意见的过程中，如果参与者愿意，可以留下姓名、电子邮箱等资料。后来，北京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根据这些资料发送了包含23个问题的电子邮件，获取了541个有效回答的样本。样本显示，给新医改提意见的网民，年龄在16岁到77岁之间，超过一半的提网络意见的网民年龄在26岁到4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岁。提网络意见的网民的学历，最多的是大学学历。提网络意见的网民，多数住在城市，少数住在城镇和农村。超过一半的提网络意见的网民说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即包含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教师、会计、新闻工作者和律师，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大部分为医疗和卫生行业，10%为社会工作，8%为农业。
[9]

 与此同时，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时的中国网民年龄在10～19岁的占35.2%，20～29岁的占31.5%；学历初中的占28%，高中的占39.4%。也就是说，如此重大的事项，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网站上推动，虽然收到3万多条意见，但提这些意见的网民仅为全体网民的一部分，提意见的网民的年龄、学历都高于大部分网民，并且身份也不同于大部分网民。中国人民大学的魏娜和袁博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在448份问卷中，从年龄上看，20～29岁年龄段的人进行过网络参与的人数（包括“经常进行”“偶尔看看”）占比48.8%，30～39岁的人进行过网络参与的人数占比42.2%，40～49岁的人进行过网络参与的人数占比54.6%，50岁以上进行网络参与的人数则较少。从职业角度看，政府工作人员中有60.6%的人“经常”或“偶尔”进行网络参与，企业人员中有45%，事业单位人员中有52.8%，学生中有55.3%。以上四类为网络参与的主体。自由职业者的参与比重较小，离退休人员大多数从来不进行网络参与。从教育程度上看，学历偏低的人的网络参与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很少甚至没有进行过网络参与。
[10]

 该研究中进行网络参与的群体不同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做的调查报告中的普通网民。因此，进行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网民仅为一部分网民，并不能代表整体网民，更不能推广到全体公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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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展望

政府应该将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机制纳入政府工作条例，真正用成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网络问政的健康运行，使网络问政成为公民权利的载体和平台。从广东的情况来看，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之所以渐成气候，是因为各级领导及时建立制度作为引导。由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催生的制度现在已经有公共安全事件发布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交办会制度，还有网民论坛制度、公仆信箱制度、各负其责分级管理制度、限期办结制度等。制度化渠道是指该网络问政渠道获得了官方的认可，相关部门会定期处理、解答网民的问题，整个流程会被纳入统一的管理，并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保证该渠道的长期运作。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信息相互对流的过程，互动才是它的本质。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必须要有回应制度和问责制度与之相配套。要遵循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做到及时受理、妥善答复，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提高网帖回复的权威性、直接性。要建立网络舆情分析制度、定期的回应和交流制度，健全网络舆论收集研判制度，突出网络舆情监测与受理互动制度，突出政府与网络意见领袖沟通互动制度，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引导制度，建立网络监督制度，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问责制度等。

当然，还要创新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平台，通过新的平台建设促进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显示，微博已成为网络舆论中心。2010年，新兴的微博成为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新渠道，从中央到地方，多个层级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第一时间进驻微博，尝鲜网络官民互动新模式，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开微博蔚然成风。据统计，新浪微博截至2011年7月15日已开通并认证的公安微博有692个，政府机构有216个，官员个人有426个。而手机网上信访则是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新举措。2010年，广东省率先推出新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平台——手机网上信访，该平台设置了全省统一的手机网上信访的网址、号码，老百姓如果遇到难题要信访，发一条手机短信就能解决问题。

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途径的开辟，并不是要使其成为公民参与的唯一途径，而是对传统参与途径的补充。网络参与的开放、便捷解决了传统方式存在的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但也存在信息不安全、内容分散、易受误导等缺陷。政府可以鼓励公众将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方式与传统方式相结合，将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作为信息筛选的工具，将筛选后的公共政策按照级别分类，逐次升级到座谈会、听证会等程序。在反馈方式上，政府也可以将其按照政策影响范围分类，充分调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媒体等与公众互动、沟通。


第10章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分析

在各种网络政治参与中，有些政治参与并非通过理性的话语进行表达，而是通过情绪或非理性行为来表现，本章将此称为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环境下广泛存在，反映出一种无序化，分析这种无序化政治参与的形成和特点成为本章探索的重点。


10.1　本章问题的提出

在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中，相当多的研究关注互联网如何促进政治讨论和政治协商，最终导致政府决策的改变或政治行动的产生
[1]

 ，其内容涉及选举政治参与、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几种类型。在这些研究中，互联网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不同力量相互竞争的场所，前提是互联网是一个话语争论或讨论的场所。但事实上，互联网的使用并不局限于话语争论或讨论。各种互联网使用方式，也并不总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协商，有时是以另类方式呈现的，例如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灰段子和网络流行语。这些另类方式在互联网上常常带有娱乐、狂欢的性质，它们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存在，成为主流文化的抵抗力量，并以一种政治抵抗，也可以称“抵抗式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政治社会的发展。

应该看到的是，一开始人肉搜索涉及的事件多属于旁枝末节的小事，而网络恶搞一开始是以娱乐为目的的，网络灰段子则以诙谐幽默的形式传递着参与者的情感。随着互联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人肉搜索、网络恶搞和网络灰段子都涉及了一些公共事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为此，本章将内容指向政府决策和行为的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灰段子和网络流行语称为另类网络政治参与，这样的一种政治参与，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同意的理性讨论，也不祈求某种政治结果，而是对当事者进行政治批评并表现出一种情绪抵制。作为网络使用的方式，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灰段子和网络流行语为网民提供将现实问题仪式化解决的途径。虽然公民在进行这些网络使用时也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一般没有直接的政治指向，也没有具体的政治诉求，因而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心态或者说是政治参与意向，它也属于广义政治参与的一部分。这些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不同于集体行动的政治抗争，而是一种围绕工作、生活、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甚至是一种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本章将对这种另类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行分析。



注释：


[1]
 YANG G.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preliminary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3，12（36）：453-475；YU H.From active audience to media citizenship：the case of post-Mao China［J］.Social Semiotics，2006，16（2）：303-326；ZHOU Y，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telegraphy，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0.2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10.2.1　人肉搜索政治参与的特点

人肉搜索主要是以网络平台为依托和纽带，由网民积聚力量搜集相关信息和资源，对一些问题或倡议进行解答及回应。人肉搜索这一名词首次出现在猫扑上。猫扑有一种悬赏制度：当网友遇到问题、困难时，往往会发帖并许诺给予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这种虚拟货币可以购买猫扑网站的增值服务。很多网民看到帖子，就会去寻找线索或答案，回复帖子。这种搜索机制被命名为人肉搜索。这种搜索机制实际上是一种众包（crowdsourcing）机制。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网络大众的做法。互联网给众包带来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连线》（Wired）杂志记者Jeff Howe于2006年描述了这样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企业利用互联网将工作分配出去，用来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通过互联网控制，这些组织可以利用志愿员工大军的创意和能力——这些志愿员工具备完成任务的技能，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工作，满足于收取小额报酬，或者暂时并无报酬，仅仅满足于未来获得更多报酬的前景。
[1]

 相对于机器搜索而言，人肉搜索利用网民的参与来替代或补充单向度的机器搜索，从而获得更准确、更有效、更丰富的信息。

人肉搜索最早介入的社会事件多属于隐私、个人生活事件，如2001年的陈自瑶事件，2006年的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2007年的死亡博客事件等。近几年人肉搜索涉及了一些公共事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并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有研究者通过对2001年至2012年这十余年间的103个人肉搜索事件的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公权力事件即指向公权力的人肉搜索事件占了19.4%，在所有类型比例中排行第二，仅次于道德事件（33%）。
[2]

 也就是说，有关政治参与的事件在人肉搜索中占了很大比例。当人肉搜索针对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提出抗议和谴责时，就又属于一种抵抗式的政治参与。例如，2008年，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因在餐馆中涉嫌猥亵女孩和以“官员身份压人”的视频在网上曝光而被停职；网友在上海地铁站捡到的温州官员的多张海外旅行费用报告和收据导致有关官员被开除或受到纪律处分；因网友从南京市房管局官员周久耕在网上的一张照片中看出其价值不菲的江诗丹顿手表及每包150元的香烟，一周后，周久耕被免职；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因派人进京拘押女记者在网上曝光被免职。

2011年4月，网友在天涯网站上晒出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购买茅台和拉菲的四张发票的复印件，发票总金额约168万元；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消费金额达9859元。在人肉搜索的推动下，两起事件被彻查，当事人受到严肃处理。2011年6月20日，新浪微博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Baby”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引起网民关注，两小时内微博被转发上千条。网民强烈质疑：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就当上了总经理，并拥有名包、豪车，其财产来源是否和“红十字会”有关？随着“郭美美事件”的持续发展，中国红十字会成为重点爆料和关注对象，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多个合作伙伴相继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并且导致整个中国的慈善体制陷入信任危机。以上种种显示，网民通过人肉搜索，可以直接指向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形成舆论压力，促使政府调整政策和行为，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是一种集合行为。Smesler指出，集合行为是人类群体在“夸张的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非体制化”行为。较指导日常行为的观念而言，“夸张的观念”是冲动的、不切实际的，并且与威胁、阴谋相联系，基于这种观念的行为时常阻碍问题的正常解决。因此，集合行为往往缺乏耐心，具有侵犯性。
[3]

 人肉搜索的一个特点是集体匿名，因此其也就属于缺乏耐心、具有侵犯性的集合行为。在人肉搜索的整个过程中，网民处于匿名的状态，不必承担违反法律、破坏规范的后果，同时他们的群体遵从性也较低，这使得社会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小。匿名还导致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从对十几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4]

 同时他还指出，在互联网中，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发生，极化程度也高于现实世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追溯到Stoner提出的冒险转移。他指出，“如果群体中大多数人倾向于谨慎，那么经过讨论之后的群体意见会更为谨慎；如果群体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冒险，那么经过讨论之后的群体意见会更趋于冒险”
[5]

 。2010年，美国学者Yardi和Boyd通过对Twitter上近30000条信息的分析，证实群体极化现象在互联网中也是存在的。
[6]

 香港城市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几位学者通过两组对比实验证明，互联网中最典型的群体极化现象是朋友圈和网络欺凌。
[7]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产生的强势意见有可能作用于现实世界，从而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将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称为“多数人的暴政”，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对于美国的民主政府，最令人担心的……是它的力量过于强大。对于美国来说，最让人担心的……是它对暴政的限制措施太少”
[8]

 。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有网民仅凭几张照片就声称肇事者胡斌被“顶包”。

人肉搜索的另一个特点是互相感染。互相感染来自于感染理论，感染理论认为集合行为是人们情绪感染的结果。感染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集体行为中，个体受到群体发出的刺激的影响，判断能力被削弱了，情绪、态度以及行动建议在群体中扩散，整个群体表现出亢奋的非理性状态。
[9]

 人肉搜索从本质上说是网民自发的一种民间调查行动。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随着参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它逐渐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由于缺乏监督，人们的这种行为就越发无所顾忌。网民不需要对自己发布的信息负责，他们在行动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在情绪感染的作用下，网友的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甚至消失，并形成心理上的暗示，最终导致网民的人肉搜索行动被卷入非理性的狂乱之中。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群体行为，人肉搜索的集合行为产生于非常态的传播机制的活跃，同时又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制约。如某一突发性事件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这其中不乏违背常理的地方，而激愤的网民往往以激烈的言辞发表意见，导致语言暴力。可见，集合行为下的人肉搜索往往是非理性的，其介入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往往是非理性的、无序的。

这些非理性的无序行为的泛滥，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如某些参与的人利用人肉搜索得到当事人的一些比较隐秘的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工作单位、住址、照片、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QQ号码甚至家人的一些信息等，并把这些信息发布到网上。虽然人肉搜索能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起到谴责作用，但也有可能侵犯个体的权益或隐私，而一些虚假信息、蛊惑煽动性信息更可能误导大众，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例如，2007年12月27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新闻，镜头中北京市的一名13岁女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只因“很黄很暴力”这五个字，她就被一些网民人肉搜索。有网民发动了人肉搜索引擎，将该女学生的出生年月、所在学校、平时成绩和获得的奖励都贴出来。网民通过人肉搜索来发泄对于这则新闻以及发布新闻的央视的严重不满情绪，但也同时侵犯了这位未成年人的隐私。又如，2008年10月，有人利用人肉搜索获得女大学生周春梅的QQ号、手机号、寝室号等信息，并最终杀害了周春梅。

10.2.2　网络恶搞政治参与的特点

“恶搞”的正式名称是恶意搞笑，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我国台湾地区，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地区，继而传到内地，所以也称为网络恶搞。2006年，网民胡戈制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陈凯歌的电影《无极》，掀起网民恶搞风潮。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在网络上频频引起大量关注与讨论，使得网络恶搞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重要转变，网络恶搞已从对文化与娱乐内容的关注扩展至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恶搞是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主流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的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20世纪7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集体撰写了一部叫《仪式抵抗》的著作，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通过对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等青年亚文化的考察，发现青年亚文化不仅不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而且恰恰相反，这种文化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霍尔指出，尽管这种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它仍是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
[10]

 抵抗者借助新媒体，运用互文性、拼贴、戏仿和反讽等手段
[11]

 ，用恶搞消解权威、抵抗主流文化，构建自身的言说场域和话语空间，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文化风格。

网络恶搞常常通过互文性来实现。互文性作为一个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批评术语和理论范畴，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她说：“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
[12]

 例如，胡戈用2008年的恶搞新作《××小区××号群租房整点新闻》来恶搞《新闻联播》，在这个7分多钟的视频里，胡戈以草根和搞笑的口吻讲述了发生在群租房里面的搞笑新闻，关注了经济形势、环境保护、青少年网络成瘾、大学生就业形势等热点问题。相关研究对其进行的文本分析以及对能指和所指的解读，揭示了网络恶搞风格的形成机制“先是借用大量央视符号，以央视的身份及意义为蓝本，充分利用其符号系统，如片头音乐、新闻编排模式、演播室背景、播报员姿态等，来实现内容的架构；然后，对央视符号进行边缘化解读，如将CCTV变成CCAV，将‘经济工作会议’的庄严会议现场变成衣着随意的无业游民进行闲谈的家用客厅等。胡戈的恶搞节目打乱了央视现有的符号意义，把草根的日常生活放大到国家大事的立场和高度，用爆笑的娱乐方式挑战新闻节目的严肃性，也颠覆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13]

 。

网络恶搞还通过戏仿的方式来进行。戏仿又称戏拟、戏谑、揶揄、滑稽模仿，往往是利用某种相似性，通过模仿一部严肃的经典文本的内容或风格，从而制造一种荒诞不经的滑稽效果。但由于模仿得过于逼真，或模仿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反而让相似的两者之间产生了差异和裂隙，而且戏仿者在戏仿的过程中经常“偷梁换柱”，将戏仿的内容置换，仅仅保留形式。戏仿不是源文本的一般性派生和外化，而是它的戏谑性派生和异化。戏仿使用的是“正话反说”“搞笑标签”等表达形式，这些表达方式在解构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民众对某一事件的强烈情绪。网民对这种情绪的表达心领神会，层层转发。这种话语表达在解构的基础上往往兼具建构的成分，投射出网民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极度关切和要求改变的集体情绪。戏谑则多了一种看破红尘的沧桑之感，网民在嬉笑怒骂中更多地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戏谑的作者在编码之际植入了自己的智慧和心力，解读的人也需要有相当的智慧，这种不言明的表达方式符合中国人含蓄的传统文化表达习惯，也有利于寻找志同道合的精神知音，以缓解精神上的焦虑。例如，2008年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便对三鹿广告语进行了恶搞：

（1）喝三鹿牌奶粉，当残奥会冠军；（2）好结石，三鹿造；（3）中秋送礼，三鹿奶粉；（4）三鹿奶粉，后妈的选择；（5）牛奶，我选三鹿，三鹿牛奶——中国男足指定专用奶；（6）三鹿奶粉喝了以后，嘿，这腰也不疼，腿也不酸，连心脏也不跳了……

源文本被进行了义理置换，充满了讽刺色彩。2008年，“囧”这个可能大多数中国人之前不知道如何读的生僻字进入人们的日常表达，成为描述当代现实状态（无助、沮丧、悲伤或崩溃）的关键词。网络语言囧化成为一种网络表达潮流，“囧”代表着网民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无奈和沮丧。2009年以后，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网络表达更加多元化，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网民更是以一种讽刺的态度来批评现实，如“水煮鱼里没有鱼”，再如网民针对高房价的段子：

许仙站在雷峰塔前，痛心疾首：“法海你这秃驴，把我娘子镇在这宝塔之下，让我们夫妻分离!是何道理?”法海还没说话，白素贞在塔内幽幽道：“在杭州这地方想弄一套跃层，难道要我指望你那个小诊所么?”

网民们通过戏仿逗弄、模拟、交流等行为创造反讽、怪诞的角度和形式，对热点事件嬉笑怒骂，带有强烈的狂欢和批判精神。2013年，这种表达方式进一步泛化。面对雾霾，网民写道：

经过北京2000万人几天几夜的呼吸，北京的空气质量终于有所改善。新的北京精神由此诞生：“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事实再次证明：雾以吸为贵啊！

通过互文性和戏仿等方式，网络恶搞成为一种新的流行文化的表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网络恶搞如人肉搜索一样也是一种集合行为，是匿名的、受情绪感染的，因此也是一种无序的政治参与。正如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所说，“恶搞文化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这是一种文化病象”。为此，要规范网络舆论，使其中的无序政治参与转化为有序政治参与。

10.2.3　网络灰段子政治参与的特点

网络灰段子指通过网络或手机传播的那些讽刺政治、社会不良现象，抨击时弊或者表达无奈与不满的短信息。网络灰段子反映的是种种不满、抑郁乃至愤懑，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以及对于自身力量弱小的无奈，体现了草根阶层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困顿和对健康的社会现象的呼唤。虽然网络灰段子可以以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存在，但本章主要研究以文字形式出现的网络灰段子。本章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获得2012年到2014年共300条左右的网络灰段子，并对它们进行分析。

网络灰段子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其形式朗朗上口、雅俗共赏、诙谐幽默、短小精悍、采取多种修辞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涉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内容以及政治抵抗。具体可分以下几类。

一、对新闻事件嘲讽抨击、表达不满

2012年到2014年的网络灰段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新闻事件嘲讽抨击、表达不满。这反映出网民对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虽不满却又无力做出反抗。2013年3月1日，香港正式实施奶粉限购，每名16岁以上人士每天只可携带不超过1.8公斤（大约两罐）的配方奶粉离境；16岁以下人士则被禁止携带奶粉离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网民制作了大量的灰段子来嘲讽抨击、表达不满，例如：

网上大神：怀孕后去香港，买三罐奶粉，在入境处主动被抓，罚款50万，身无分文爱罚不罚，然后判刑两年，狱中管吃管住，没有雾霾毒害。生下孩子，即为香港户口，香港政府负责供应奶粉，两年后回内地，等孩子长到18岁，父母申请去香港居住，从此全家过上快乐生活。

人们看到新闻事件后，有了观点、看法，产生各类情绪，通过段子抒发出来，这一行为往往是当下决定的，具有即时性，完全是出于个人抒发需求，不受任何利益驱使。这种纯粹的个人自发性促使人们对新闻事件发表最真实的看法，而这种真实看法多带着批判、讽刺、揶揄。

二、对社会问题的冷嘲热讽

除了对新闻事件嘲讽抨击、表达不满外，网络灰段子还揭露社会的弊端，反映社会风气，表达民风、民情、民怨，可以说是人们心理的晴雨表。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社会问题，往往很快就会出现相应的网络灰段子。比如，现今社会的各类造假现象不断曝光，下面的段子就对此做了全面的讽刺和抨击：

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鳝鱼里认识了避孕药，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黄，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啤酒里认识了甲醛，从奶粉里认识了三聚氰胺。

针对日益严重的PM2.5问题，网民用段子调侃：

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正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为PM2.5定一个科学、恰当的中文名。有专家称之为“烟尘”或“细飘尘”，网友的答案更是百花齐放：严肃点叫“公雾源”，高端点叫“京尘”，霸气点叫“尘疾思汗”，乐观点叫“尘世美”，娱乐点叫“尘惯吸”，更有一个性感的名字，那叫“喂人民服雾”！

房价、环境、造假，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感受到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又迟迟不能解决，因此人们通过网络灰段子来表达不满情绪。

三、对有权有势的组织或个人的嘲讽与抨击

网络灰段子还把矛头指向平时不敢得罪的领导，喜欢拿有权有势的人开涮，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抗权力的一种特殊方式。比如：

领导的要求是我们的追求，领导的脾气是我们的福气，领导的鼓励是我们的动力，领导的想法是我们的做法，领导的小蜜是我们的秘密，领导的批评是我们的水平，领导的表情是我们的心情。

官场之最：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怕听到的话——群众反映。

官场不良现象：苦干实干，没有谁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

借助灰段子，平民叙述者不仅以一种怨懑之情对抗权力，还在抨击、嘲弄对象的同时获得了一种高于对象的优越感。

四、对主流媒体宣传报道的嘲讽与抨击

我国的主流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承担着宣传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传统的宣传报道手法未有本质的改变，一些宣传报道跟人们的现实生活不吻合，尤其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手法使其难以客观全面地报道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其受到网民的嘲讽与抨击，例如：

新闻里面说得好好的，火车上的盒饭只要5块，饭可以加……刚刚问卖盒饭的大姐要了一盒饭，顺便递过去五块钱，大姐用鄙视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有CCTV工作证吗？我说没有……她说有CCTV工作证的才五块。

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应该客观地报道社会生活，正确地引导舆论，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受制于各种体制因素，未能通过官方的报道和言论来正确引导民间的舆论。这也是导致民间的网络灰段子成为民情民意的发泄方式。

五、对政治制度、政策原则的抨击

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之下，对政治制度、政策原则进行抨击的内容是不可能广泛传播的，可是，在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反映这些内容的灰段子仍然大行其道。该类型的段子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构和嘲讽，主要表现为对官方的一些“说法”予以戏说，从话语权上解构和嘲讽。

六、对社会不文明的事情进行抨击

这些一般反思类段子往往格调较高，文化色彩明显，如：

国人的五大陋习：（1）不愿为朋友的成功鼓掌，却愿为陌生的悲惨捐助；（2）不愿为坚强者的坚持援手，却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3）不愿为规则的执行所累，却愿为潜规则的适应受罪；（4）不愿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却愿为社会的不幸怒骂；（5）不愿为长远的发展谋福，却愿为眼前的小利冒险。

网上此类经典的代表段子有“水调歌头重上酒楼”“史记80后传”“滕王阁序（周正龙版）”“沁园春·买票”等。

水调歌头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社交公关人情事，尽在酒里头。泱泱五千年，底蕴多丰厚，帝王墨客江湖汉，江山美人酒。改革大潮涌，迂腐全荡走，唯有美女权钱欲，兴盛遍神州。

该段子仿照《水调歌头》的套路，描绘了职场上的应酬和不易。尽管评论或有偏激，但是这种“段子文化”终归属于不可忽视的民意表达，也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评论。

七、表达对生活的无奈

在社会学家孙立平看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与失衡，社会结构的转型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磨难，因此，他们通过网络灰段子来表达对生活的无奈，例如：

80后者，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寒窗数载，二十三乃成。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蓄十万。楼市暴涨，遂投股市，翌年缩水。气急入院，无医保而返。友怜之，送三鹿，饮之，卒。

这个段子用文言文展现了一个80后的人生经历。从中可以看到义务教育曾经的不成熟，看到高校扩招后年轻一代的“大学梦”渐渐清醒，看到房价暴涨带来的生活压力，看到不成熟的股市对生活的影响，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对国民的伤害，从而勾画了一个80后无奈的人生，折射出种种社会问题，表达出对生活的无奈。

又如，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反而导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下面的段子表现了学生对找不到工作的无奈：

为缓解今年的就业矛盾，有关部门出台新学位制度，博士学位毕业后可继续攻读壮士，四年壮士毕业可攻读圣斗士学位，毕业后如还找不到工作，请攻读烈士学位。

网络灰段子是舆论的一种隐晦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舆论与一般的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明确的人和事的指向，是一种隐晦的舆论表达。这样的舆论表达一方面反映了网民的情绪和观点，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的人和事的指向，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控制，因此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

10.2.4　网络流行语政治参与的特点

流行语作为一种符号，体现着社会心态的变迁，与政治相关的流行语更是潜意识的政治参与。20世纪80年代，流行语主要由传统大众媒介所塑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等无不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核心和话语方式，也呈现出人们整体上的浪漫主义社会心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型，而“奔小康”“下海经商”“经济特区”“股票”“证券”“双向选择”“人才市场”“下岗”等流行语无不体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符号的凸显以及物欲的膨胀，也体现了人们整体上的现实主义社会心态。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流行语在中国主要以一种新的形式——网络流行语出现。

网络流行语就是在一定时段内，主要在网络上被网民自发使用的、最活跃的、具有发酵功能和特殊意义的并往往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语言符号。
[14]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无论是语言内容、表述方式还是传播机制，都反映或折射着网民们的社会境遇和社会心态。网络流行语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是因为它负载着一定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感受、情感态度、价值认同和行为意识，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状态和公众的精神生活需求。网络流行语成为网民生活压力的自我释放、情感和情绪的主动宣泄、客观现实的另类描摹、主观心态的语言折射。网络流行语是与现实社会流行语并存的人类流行语的新形式，它与现实社会流行语一样都属于人类社会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通常出自热点事件，在网友中广泛传播。出自热点事件的流行语，可以加速新闻的传播，提升社会的关注度。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具有深刻寓意，或幽默、或讽刺、或引申，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常会让人在笑后进行进一步的深思，颇能吸引公众眼球，引起共鸣。例如，在2008年央视《新闻联播》的一则关于净化网络视听的新闻中，出自一位小女孩之口的“很黄很暴力”在网络上被大肆传播，成为热门的网络流行语。还有一些属于新闻事件所派生的网络流行语，具体表现为直接重复新闻报道中当事人的话语或新闻事件中的词语，如“我反正信了”（2011）、“范跑跑”（2008）等。

当代中国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导致社会心态不稳，同时“娱乐的自由、消费的自由取代了政治的自由，娱乐消费领域的畸形繁荣掩盖了公共政治生活的萎靡，消费热情掩盖了政治冷漠”，有学者已经严肃地指出，“当大众沉迷于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于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的时候，真正值得关注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
[15]

 。在这个一面是经济繁荣、高歌猛进，一面是社会矛盾突出、问题重重的年代，网络流行语以自己独有的特点体现出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的网络公共空间并不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在中观和微观的水平上，网上行动反映了中国民众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全球化等各个方面的纷争”
[16]

 。网络流行语是民众创造、参与的一种流行文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精神生活景观，并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成为一种另类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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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抵抗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抵抗。如人肉搜索和网络恶搞通过隐藏的文本与意识形态进行对抗，实现弱者的武器抵抗。网络恶搞是无奈之举，是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如郭于华先生把“草泥马”现象称为网络时代的“弱者的武器”。
[1]



“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都出自于Scott，他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众多的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2]



“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提出的。就一场对抗而言，支配者与从属者的权力不平等，支配者在场时，从属者的话语就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文本”，而“隐藏的文本”则是一种后台话语，旨在避免掌权者的直接监视。因此，“隐藏的文本”是由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抵触或改变了“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是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权力限制下生产出来的。
[3]

 网络恶搞为网民提供了将现实问题仪式化解决的途径，并体现出展示个性、解构经典、颠覆权威的特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说，网络恶搞产生于结构性压力，其目的就是对这些压力进行幻想式解决。网民有颠覆主流文化权威的想法，亦有了实现愿望的媒介工具和文化手段，他们借助于这些媒介工具介入社会现实，解构被主流媒介垄断的话语世界，创造自己的意义空间和文化风格。

这些“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或者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或者是在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下大规模形成的，因而适合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力的公开活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下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理论忽略了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不可避免与正当，而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这种错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参与者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网络灰段子、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将现实问题仪式化解决的途径，实际上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愤恨和不满。虽然这些网络使用隐晦地表达了网民的观点，但一般没有直接的政治指向，没有具体的政治诉求，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心态或者说是政治参与意向。虽然也属于广义政治抵抗的一部分，但这些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不同于集体行动的政治抗争，而是一种围绕工作、生活、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这样一种反抗形式与网络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是契合的。网民分散在各地，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大范围的游击式、自卫性的消耗战。这样的形式不是以国家、正式组织为中心的公开抗议和对政治的抵抗，而是一种弱者的政治抵抗。

从深层次看，另类网络政治参与的政治抵抗来源于对象征权力的应用。根据Bourdieu的著作，Thompson提出了象征权力的概念
[4]

 ，这一概念出自“生产、传播和接收有意义的象征形式的互动”。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一样，象征权力也具备一种影响事件的能力，如通过生产和传播象征符号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这种能力来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象征权力使得人们看到和相信世界的特定图景，并根据这样的图景而行动。
[5]

 相似的观点是，Castells强调“社会中的基本争斗是人们的思想的争斗”
[6]

 ，而人们的信念决定了建构社会的形式和价值的命运，也就是说，影响思想的权力常常比物理上的权力更为有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从属于对象征权力的应用，这种形式能够利用象征符号影响人们的信念或世界的图景，显现出更大的象征权力。

网民采取弱者的政治抵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躲避政府机构和相关人员的打击报复；另一方面可以躲避政府的网络控制。例如，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发起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大量网站因为“低俗”而被叫停，脏话被屏蔽。这引发了一些网民的不满，于是网民发明了“草泥马”等谐音的脏话绕过关键字的屏蔽，并逐渐在百度百科上创作出了以“草泥马”为代表的十大神兽。后来YouTube上出现由网友制作的《戈壁上的草泥马》《草泥马之歌》《草泥马之歌（动画版）》等视频。早期的“草泥马”图片有斑马、羊驼等，后多统一用羊驼形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言论的开放，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要求更加强烈。而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太高，于是民众选用网络灰段子这种“弱者的武器”来参与政治生活，其中很多都对政府部门做出了抨击。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这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民众接触的机会多，而其工作又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网络灰段子大多是对不公待遇抱不平、牢骚满腹，因此这些政府部门便成为网民们进行讽刺的对象。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则典型的网络灰段子“忽悠对联”：

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

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和谐社会。

这则段子形象地描绘了政府部门上下级之间互相忽悠的现状。上级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压制下级，一级压一级。下级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也经常蒙混过关。因为民众对此有千万个不满，所以才会产生众多官场政治段子。这些政治段子作为公众怒火的减压阀或灭火器，其实也是公众的一种政治抵抗形式。



注释：


[1]
 陈行之.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EB/OL］.（2012-12-23）.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308/12/42556_2746549.shtml.


[2]
 SCOTT，JAMES.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M］.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3]
 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J］.读书，2002（7）：12-19.


[4]
 THOMPSON J B.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M］.Cambridge：Polity，1995：16.


[5]
 BOURDIEU P.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Polity，1991.


[6]
 CASTELLS M.Communication，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238-266.


10.4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呈现非理性化情绪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还体现出网民的非理性化情绪。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不公平、非正义的事时有发生，却缺乏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予以解决。人肉搜索体现了网民对于不公平、非正义的事件的一种非理性的情绪的爆发。随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人肉搜索逐渐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在群体情绪的感染之下，网友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减弱甚至消失，并形成心理上的暗示，最终导致网民的人肉搜索行动卷入非理性的狂乱之中。另类网络政治参与释放出部分焦虑网民在“第二媒介时代”被压抑的诉求与愤怒，成为社会情绪的安全阀。“第二媒介时代”的概念是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同名著作中提出来的。他把大众媒介时代区分成两个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出现之前的大众媒介时代为“第一媒介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为“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认为，第一媒介时代是播放型传播模式盛行的时期，是由少数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一对多的单向传播。但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和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的结合，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逐渐兴起。没有了传播中心，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散点的双向交流。同时，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得以产生，该系统将对交往传播关系进行全新的构型。
[1]

 “第二媒介时代”实现了在网络社会中跨越时空边界的表达自由和交流自由，释放了人们的情绪，宣泄了人们在现实中可能被压抑的诉求与愤怒。这种虚拟世界提供的自由所起到的减压阀作用，使得人们的内心趋于平衡，但它“恰好是现实控制永久性最安全、最经济的策略”
[2]

 ，“它有问题地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
[3]

 。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同意的理性讨论，也不祈求某种政治结果，而是对当事者进行政治批评，实现一种情绪表达。对于网络灰段子来说，任何富有争议的社会负面事件都是一个绝佳的宣泄口，网民可以尽情地嬉笑怒骂，展现嘲讽功底。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生活中遇到的无奈、苦闷、压抑、不满也同时被宣泄出来，无情地揭露社会的伤疤。不论是对生活的无奈进行讽刺和批判，还是单纯的幽默搞笑，背后都有对每天伴随的现代生活压力的疏解。人们走进虚拟世界，彼此诉说生活，在轻松调笑之间暂时忘掉现实生活的压力，这是网络灰段子的一个重要功能。网络灰段子多是牢骚话，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传播网络灰段子，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对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抨击，是人们对某些现象不满而泄愤的一种方式。此外，不论哪种主题内容的段子，核心都是表达，表达心中的不满、苦闷，或是愉快、希望，人们在表达过程中实际上实现了压力的疏解。再加上大部分网络灰段子有引人发笑的作用，这就是网络灰段子的压力疏解功能所在。网络灰段子具有强烈的民间性诉求，并且注入了时代特色和民间情调。网络灰段子的内容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感而发的，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采取讽喻、戏谑的态度，宣泄了人们某一个时期共同的社会情绪。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虚拟广场的狂欢。如网络恶搞、人肉搜索，体现出了浓厚的狂欢化色彩。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前提是对两种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平民大众则过着常规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对权威、权力、真理、教条、死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第二世界则是狂欢广场式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
[4]

 ，这是平民大众的世界。这种生活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的界限，人们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尽情狂欢，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贬低、歪曲与戏仿。而一切非平民阶层只有放弃在第一世界中的一切权力、身份、地位，才能够为第二世界所容纳。
[5]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恶搞给受众提供了一个网络的广场，以掩饰日常身份，摆脱束缚，投入到恶搞这个狂欢的舞台中。巴赫金用四个范畴来描述狂欢节。第一个范畴是随便而又亲昵地接触，人们之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再存在，等级制在这里被取消；第二个范畴是插科打诨，即人的装束、行为、语言都从固定的等级位置中解放出来；第三个范畴是俯就，即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相互颠倒，界线消失；第四个范畴是粗鄙，即狂欢式地冒渎不敬，对神圣文字和箴言予以戏仿和讥讽等等。巴赫金特别关注第四个范畴，即国王被打翻在地，而小丑加冕成王。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戏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随后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6]

 因此狂欢也是一种对国王的抵抗，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抵抗。互联网上的人肉搜索、网络恶搞和网络灰段子都是一种狂欢的状态，这种狂欢体现了非理性的情绪化抵抗。



注释：


[1]
 金新.第二媒介时代网络传播方式对主体的重构——兼论马克·波斯特的思想［J］.创作评谭，2005（8）：61-64.


[2]
 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5-121.


[3]
 鲍德里亚.物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52.


[4]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21.


[5]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95.


[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76-178.


10.5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体现了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

另类网络政治参与体现了一种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其中，民粹主义（populism）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理念。民粹主义的理论体系、思想体系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崇尚和信仰“人民”，并把“人民”理想化。而文化民粹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极端的平民化倾向，其核心内容就是反智活动，认为一切精英化、权威化的文化都不合时宜，极端强调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将它们推崇到无上崇高的地位，把民众的愿望、需要、情绪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常常打着大众的旗号，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常常把平民化作为所有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合法性的最终和唯一来源，对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某种非理性、情绪化的共识盲目顺从。
[1]

 当民粹主义的口号“人民至上”成为天条后，“人民”的一切文化样式都是崇高的、有价值的，相反，那些精英文化都是过时的、毫无生命力的东西。

民粹主义也表现为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又称反智论，是与“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相对而言的某种思想倾向。一般认为，这一概念的流行主要源自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一书。霍夫斯塔特希望借助对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轻视乃至嘲弄知识理性现象的历史渊源的细致清理，来提醒人们警惕美国文化传统中所隐含的反智倾向及其危害。从历史经验上看，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同情平民、无产者，即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甚至，民粹主义不仅是同情，还以煽情手法在道德上无限制地贬低精英而无限制地抬高大众，将抽象的“人民”和“大众”树立为道德的标杆，将其无限神圣化，最后定格为“大众崇拜”。大众不仅是主人，而且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文化民粹主义蔑视和反对任何精英和知识拥有者，反智主义是其世界观。

互联网带有与生俱来的民粹主义倾向。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个关注个体、以个体为中心的聚集过程，它培育或强化了关注个体、尊重平等的文化。而人肉搜索、网络恶搞更为这样一种民粹主义提供了表演的平台。例如，南京网民发动的针对周某的人肉搜索的动机并非出于舆论监督，而是因为作为房管局局长的周某说了不适当的话，激怒了网民。网络恶搞充满非理性，但也蕴含包括幽默在内的各种因素，也能引起许多网民的兴趣或共鸣。网络恶搞是对权威的消解和颠覆。在非理性面前，理性的言论如同“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网络民粹主义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话语相平行的话语空间与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彰显平民的话语权，以平民的利益与诉求为价值关怀对象，也与传统的话语体系相抗衡。

人肉搜索、网络恶搞和网络灰段子这些另类网络政治参与，在表现民粹主义的同时，也表现出反智主义的倾向。2009年7月，网友“非主流”发了一张吃面的图，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没多久，便有网友相继模仿此句式，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寂寞”恶搞。如“我发的不是帖子，是寂寞”“我用的不是手机，是寂寞”“哥睡的不是觉，是寂寞”，这些句式也被称为“寂寞派”。在众多网友的模仿下，寂寞句式不再局限于“×××的不是××，是寂寞”，如“哥抽的是烟，吐出的是寂寞”“醉的是人，不醉的是寂寞”等在模仿中开始彰显出某种或调侃或讽刺的态度，成为众多网友表达心情的一种流行方式。2009年7月中旬，魔兽世界贴吧中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个只有标题没有实际内容的空帖走红网络，短短一天时间，浏览数量达750万，引来30多万跟帖回复，网友为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贾君鹏家族”，这被喻为网络世界的奇迹。这种句式模仿的流行表现出当下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反智特征，具有起哄、无聊的特点。
[2]





注释：


[1]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88-96.


[2]
 陈伟球.传媒民粹化背景下的反智亚文化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4）：104-128.


第11章　讨论与结论

本章是全书的结论部分，通过总结和与其他研究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所蕴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而指出本研究的缺陷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11.1　本书的经验结论

在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研究中，本书发现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导致不同的政治参与。在对全国性的二手数据进行分析后，本书发现，就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而言，看电视时间对其有正面影响，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对其有正面显著影响。而就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而言，看电视时间、阅读报刊时间对其有正面影响，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其有负面影响，这说明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对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的影响一样，而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则不同。就农村的抗争性政治参与而言，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越高，就越容易参与政治抗争，另外浏览互联网时间越多，也越容易参与政治抗争。而就城市的抗争性政治参与而言，社会网络因子和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对其起正面显著作用。

本书还通过在广州调查时得到的一手数据，发现花费更多时间上网的广州网民并不一定就更频繁地进行现实政治参与。然而，上网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这种互联网使用方式却与现实政治参与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互联网使用时间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远远比不上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其的影响。这表明互联网的时间替代假说或者对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夸大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综合显示，互联网使用时间和政治参与，尤其是和制度化政治参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本研究还得出结论，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工具给中国公民带来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的感受与体验是不同的，从早期的Web 1.0的互动式反馈到现在的Web 2.0的分享式参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本书发现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影响不同的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中的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中，本书发现，互联网使用尽管可以在某些事件，如在宣告参选中承担广告宣传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现实制度的配置与供给，互联网上的行为最终不能嵌入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影响，本书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群体性事件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是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和再框架化，不过它们对事件发展的影响还受制于传统媒体的报道和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本书发现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影响不同的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这是因为公民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了不同的互联网使用，而这些互联网使用又与公民自身的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结合在一起。

就网络政治参与而言，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关键是通过舆论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形成压力。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的合法性形象，就不得不考虑调整其政策和行为，公民就可通过网络舆论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而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形成，有利于多元利益群体的沟通，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形成。另类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不以国家、正式组织为中心的公开抗议和对政治问题的参与，体现了中国网民的非理性化情绪，其中包含着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

对于中国来说，互联网使用扩大了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广度是根据公民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属于政治参与的规模问题。网络信息的开放、自由不仅改进了政治参与的技术手段，也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和风险。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参与的低成本，中国已悄然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网络社会。公众参与规模呈几何级数式扩大，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参与热情的高涨使得公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网民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网络论坛、电子邮件、QQ、MSN、博客、微博、微信等手段，广泛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这种讨论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形成前所未有的民意影响和舆论压力。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形式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可以影响国家和社会有关政治生活或政治决策与执行等方面的行为。互联网使用也促进了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参与的深度是根据公民参与是否充分来判断的，与政治参与的程度相关。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政治参与，公民不断学习政治知识，认识政治现象及其规律，逐渐形成了较为理性和成熟的心态与行为，话语质量不断提高，政治参与逐步深入。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参与。


11.2　对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进行比较性评述

以往关于互联网使用和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一种观点是技术决定主义，强调技术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又分为强技术决定主义（hard or strong technology determinism）和弱技术决定主义（soft or weak technology determinism），前者强调技术的作用，后者强调人类对技术的运用。而最极端的情形是完全忽略人和社会的作用的自发性技术论调（autonomous technology）。技术决定主义还演化出技术怀疑主义，认为若将互联网视为万能牌（wild card），将对组织有不可预测的或潜在的危害。当然技术怀疑主义者并不是反技术主义者。技术决定论研究视角下的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包括互联网促进公共领域发育，形成媒介依附和形成信息流等。本书认为技术决定主义是不确切的，如在选举政治参与中，与国外竞争性的选举不同，中国的选举过程使得互联网难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村委会这些竞争程度较为激烈的选举中，由于农村是熟人社会以及社区地域的限制，媒介与互联网在这些选举中几乎不起作用。在群体性事件中，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作用则受制于传统媒体的报道和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在关于互联网使用和政治参与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是社会建构主义，它强调知识和现实都是在社会关系和互动中被建构的。被称为“绝对的社会建构主义者”的Feenberg称技术不过是达到人类目的的工具。
[1]

 虽然公民个体接触互联网并通过它获取信息可能会影响政治行为，但互联网并没有带来重大的个体政治行为的转变。因为公民的政治行为追根究底还是取决于个人因素，互联网缺乏革命性的能力去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2]

 此研究视角下的互联网被认为虽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力的提升有贡献，但仅仅是政治活动的补充工具，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政治卷入层次。
[3]

 本书发现互联网的接触和使用能够影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在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再框架化等方面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和方式。因此，本书认为互联网使用与中国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既不能用简单的技术决定主义解释，也不能用简单的社会建构主义解释，而应该用一种技术-社会建构模型来分析。即互联网使用与中国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扩展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途径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在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又受到社会中的制度、政治机会结构、传统媒体介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本书还进一步发现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并非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无论是带有情绪化的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还是选择性回应的网络建言献策型政策参与，又或是另类网络政治参与，都反映出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处于一种有限度的公共领域中。这种公共领域可以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个舆论空间，但这个舆论空间一方面缺乏理性的讨论和批评，另一方面有时会危害整个政府的合法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例如，Weger和Aahkhus认为互联网论坛在形式上的缺乏导致理性讨论难以展开。
[4]

 Weber和Jia指出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在有限的范围内为中国公民在非政治问题上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是并没有成为中国公民从根本上挑战政府权威的强大工具。
[5]

 周翔、陈婉莹和彭珍美通过对广州日报大洋网开办的一个论坛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从帖子质量和参与人员、时事和讨论的性质，以及帖子的回应和观点的分歧来看，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讨论的话题虽然达到一定水平，但就话语的复杂性和争论性来看远未成熟。
[6]

 杨国斌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虽然互联网给了他们更多的言论自由，但他们却往往由于害怕国家制裁而进行言论的自我审查。
[7]

 在对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特殊性的揭示上，蒋敏认为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使用“公共领域”，而应该采用“权威协商”（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这一概念来分析。
[8]

 因而，本书在以往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做出了综合的分析和探讨。



注释：


[1]
 FEENBERG A，Democratic rationalization［M］//Kaplan D M.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Oxford：Rowman&Littlefield，2004：209-225.


[2]
 WEST D M.E-government and the transfonnation of service delivery and citizen attitude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4（4）：15-27.


[3]
 QUAN-HAASE A，et al.Capitalizing of the net：social contact，civic engagement and sense of community［M］//Wellman B，Haythornthwaite C.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Oxford，UK：Blackwell，2002：312.


[4]
 WEGER H，AAHKHUS M.Arguing in Internet chat rooms：argumentative adaptations to chat room design and some consequences for public deliberation at a distance［J］.Argumentation&Advocacy，2003（40）：23-38.


[5]
 WEBER I，JIA L.Internet and self-regulation in China：the cultural logic of controlled commodification［J］.Media Culture Society，2007（29）：772-789.


[6]
 ZHOU X，CHAN Y，PENG Z.Deliberativeness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Guangzhou daily website［J］.Journalism Studies，2008（9）：759-770.


[7]
 YANG G.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J］.Asian Survey，2003（43）：405-422.


[8]
 JIANG M.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on Chinese Internet［J］.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20）：3-4.


11.3　本书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与贡献

11.3.1　理论意义和贡献

本书有以下几方面理论意义和贡献：

第一，本书探索了中国公民是如何通过互联网使用影响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在选举现实政治参与和群体性事件现实政治参与中，互联网使用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不同。在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和另类网络政治参与的分析中，本书发现三者受制于现实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与影响。国外的同类研究指出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渠道互补理论，本书扩展了这一理论，认为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是互为补充、互相影响、此消彼长的。

第二，在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中，本书探索了媒介使用，特别是互联网使用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社会资本、媒介使用里的新闻接触对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变量后，新闻接触仍然对其有正向显著影响。这是以往研究没有显示出来的。本书扩展了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理解，政治参与这一变量既受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又受与大众传播相关的新闻接触的影响。在互联网使用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分析中，本书发现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有正面的、负面的，也有无关的。通过实证数据，本书发现在网上发表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的网民虽然是全体网民中的某一部分，但却是全体网民中现实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一群。因此，掌握网络上的舆论（个人对各种公众事务的看法、意见），实际上就掌握了现实中积极参与政治的网民的主要意见。

第三，在网络政治参与的不同形式的分析中，本书发现既有理性化的言论，又有情绪化的话语。这是对仅以哈贝马斯的理性“公共领域”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的批判。本书认为必须对网络情感、网络情绪等进行分析，才能全面理解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11.3.2　现实意义和贡献

本书有以下几方面现实意义和贡献：

第一，由于社会资本和媒介新闻接触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的各种形式有正向显著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既可通过培育社会网络、互惠规范、新闻宣传来促进选举政治参与等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展，也可以通过疏导抗争性政治参与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如建立更多的政治制度来适应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等现实需求，使非制度化的无序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参与，从而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扩大政体的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政府应该从被动应对网络政治参与转向主动促进网络政治参与。这是因为有正当诉求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产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协商可以促使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政府合法性的形成。这方面可以参照国外的经验。早在1999年4月，韩国汉城市政府网站就开设了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市民可以通过上网提出民愿，有关部门公务员在网上接到民愿之后，必须在网络上公开处理的过程和处理的结果。该系统的运行不仅有效阻止了腐败，也为政府赢得了市民信任和国际声誉。2000年，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公民反腐败指南》，引导公民反腐败，公民也可以通过网上举报专栏投诉政府官员，投诉中涉及官员腐败的案件都将被记录在监察机构的档案中。
[1]

 反观我国，可根据我国的国情，将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机制纳入政府工作条例，真正用成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网络建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的健康运行，使其成为公民权利的载体和平台。政府应该加强对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的监测与研究，对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进行立法保障，通过整合利益，解决转型期的社会紧张、社会冲突，发挥传统媒体的监督功能，加强其他制度化监督型政治参与的建设。

第三，国家要引导公民利用互联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科技进步，互联网使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大，但公民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信息失真和非理性情绪，网络暴力也会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这就要求国家引导这些无序政治参与走向有序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的关键核心话语体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看，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
[2]

 本书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有序政治参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元素。政治参与在信息时代获取了新的手段，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地域的制约。在这一环境中，政府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公开是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首选。政府上网一方面能极大地丰富网上信息，为公民从政府网站上获取信息和服务提供方便，降低信息收集和传播的成本，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各界的信息共享，真正使互联网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桥梁；另一方面，政府准确、详细、及时地在网上发布其所掌握的信息，有利于广泛传播客观信息，抑制虚假信息的泛滥，确保公众所获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第四，对现实政治参与进行制度建设。网络政治参与属于政治参与的一部分，对现实政治参与进行制度建设，才能配合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现实政治参与存在着政党利益表达制度的困境、信访制度的缺陷、人民代表大会的利益表达制度的局限、政治协商制度的局限、民间社团的生存空间狭窄等问题。
[3]

 如在当前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代表成为一种符号的象征，甚至有人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办私事、拉关系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代表的履职行为不够公开，选民和原选举单位不了解代表执行职务的情况，选民很难对代表的履职实效性进行监督。要想保持基层代表工作的生机和活力，需要对人大代表进行考评，如此才能对人大代表行使有效的监督。比如，通过互联网建立人大代表的工作业绩查询平台，将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向选民公布，便于选民与代表联系。在人大会议准备阶段，可以在网上公布会议程序，让人大代表通报自己的参会准备情况；在人大会议进行过程中，可以将开会的过程通过网络视频或网络文字的形式向选民公开；在人大会议后期，人大代表应将自己的履职情况以及履职效果在网上向选民公布。
[4]

 当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利用互联网促进选举政治参与的方法。



注释：


[1]
 袁锋.官民互动推动网络反腐“蝴媒效应”［J］.人民论坛，2009（8）.


[2]
 秦得君.中国政治发展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J］.社会科学，2001（9）：25-27.


[3]
 曾鹏，戴利朝，罗观翠.在集体抗议的背后——论中国转型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J］.当代中国研究，2006（2）.


[4]
 孙浩.浅谈对人大代表的监督［J］.南方论刊，2007（4）：60.


11.4　本书的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11.4.1　本书的局限

本书的局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中的定量方法是建立在传统数据的基础上的，如抽样获得数据。这样的数据往往是结构化的数据，或者是有关联的数据，是管理员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获得的。如被调查的读者、听众、观众可通过严格的随机抽样获得，通过样本来推断总体。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样的方法难以处理非结构化的数据，如微博、微信或是论坛中的政治参与的帖子。

第二，本书并没有区分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也没有分析其他媒体使用等研究变量对政治参与的交叉影响，因而降低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第三，研究方法中的定量方法虽然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尚未充分使用定性方法，例如在案例分析中的深描，由于缺乏一手数据，也难以实现。

第四，虽然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进行了详细分析，但缺乏互联网对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详细分析。

第五，由于样本和材料的局限，本书并没有深入分析政治冷漠现象。政治冷漠与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以及政治接触一样是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它是一种行为上的消极态度，通过不参加政治活动等方式，消极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定量数据中，本书仅把不参与政治称为政治冷漠，但是却没有深入分析公民政治冷漠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互联网对政治冷漠有什么影响。

11.4.2　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在分析微博或论坛中的政治参与的帖子时可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大数据通常为非结构化数据，并包含彼此可能无关联的数据集，例如来自各种独立数据流（如社交网站、传统CRM、调查结果、人口数据、缺陷数据等）的数据，这不同于通常彼此相关的传统数据集。于是，大数据分析可以突破传统数据库以及分析流程和系统的界限。首先，数据集规模可能过大；其次，数据集彼此无关联；最后，大数据需要极为快速地分析。

第二，在定量数据分析中，进一步关注不同区域的差异，以及互联网意见的代表性差异，以更广泛的数据样本或案例分析来获取更深入的互联网对政治行为影响的机制性解释，特别是使用历时性的数据，实现互联网对政治影响的动态分析。未来的研究可对近几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系统、纵贯的研究，以寻找数据的可比性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使用定性方法，如深度访谈、多案例分析以及文本分析等，通过一手的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的交叉比较，得出更多的、有力的结论。

第四，就互联网对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农民工、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或律师、记者等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将其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挖掘和对比分析，可进一步探索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影响。

第五，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冷漠的影响。这种分析不应满足于定量数据的统计，而应该通过深度访谈等质化方法，深入挖掘导致政治冷漠出现的影响因素。


附录　广州市市民互联网使用与影响调查问卷


第一段问话：


您好，我们是某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学生，我们正在进行关于居住在广州市的市民的互联网使用与影响的调查。请问您是住在广州市吗？（如果不是，停止调查，表示感谢，重新选择被访对象）


第二段问话：


您好，这份问卷中的问题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您只要根据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回答就行。访问大约10分钟。


问卷正式开始：


一、甄别问题

1.您在过去半年内有上网（包括手机上网）吗？（　）

（1）有

（2）无

2.您今年多少岁？_______岁。（如果小于18岁，则停止访问，表示感谢，重新选择被访对象）

二、互联网使用情况

1.您从开始上网（包括手机上网）到现在大约有多少年？_______年。

2.现在您每天的平均上网时间是多少小时？_______小时。

3.根据以下关于网络使用情况的描述，您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请选择一项。

[image: ]


4.根据以下关于使用网络进行交流的情况的描述，您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请选择一项。

[image: ]


三、媒介使用与政治讨论情况

1.根据以下关于媒介接触情况的描述，您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请选择一项。

[image: ]


2.您平时与其他人讨论政治问题吗？

（1）极少讨论

（2）较少讨论

（3）有时讨论

（4）较多讨论

（5）经常讨论

3.您对政治感兴趣吗？

（1）非常感兴趣

（2）比较感兴趣

（3）一般

（4）较不感兴趣

（5）极不感兴趣

四、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参与情况

1.以下关于现实生活中的投票选举，您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请选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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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下关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政治参与，您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请选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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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基本情况

1.请问您的性别是（　）

（1）男

（2）女

2.您的教育程度是（　）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或中专

（3）大专

（4）本科

（5）研究生及以上

3.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　）

（1）共产党员

（2）民主党派

（3）共青团员

（4）群众

4.您住在广州哪个区呢？（　）

（1）荔湾区（芳村区也属于此）

（2）越秀区

（3）海珠区

（4）天河区

（5）白云区

（6）黄埔区

（7）番禺区

（8）花都区

（9）南沙区

（10）萝岗区

（11）增城市

（12）从化市

5.您现在的平均月收入为（　）

（1）2500元及以下

（2）2501～5000元

（3）5001～7500元

（4）7501～10000元

（5）10001元及以上

问卷调查结束，谢谢您的帮助！

六、访问员填写

1.该次成功访问的受访者的QQ号码是：_________________

2.该问卷编号：_________________

3.采访日期：_________________

4.访问员（签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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